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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亲密关系与泛泛之交有什么区别；大丈夫与小女子真的般配吗；

吸引力的秘密是什么；男人与女人真的是不同的动物吗；同性恋真的

是由基因决定的吗；单亲家庭的孩子长大后更容易离婚吗……什么是

爱情？由什么构成？能持续多久？两性在发生一夜情及选择终身伴侣

上有什么差异？爱情和性欲是由不同的脑区控制吗？亲密关系美满的

秘诀是什么？有什么方法能让婚姻持续一生？米勒教授在《亲密关

系》中回答了这些问题，尤其澄清了通俗心理学所宣扬的经验之谈，

甚至某些错误观点。

《亲密关系》汲取了社会心理学、沟通研究、家庭研究、认知心

理学、发展心理学、演化心理学、社会学、传播学及家政学等学科的

最新成果，研究实践和理论建构并重，学术标准与大众兴趣兼备。全

书结构清晰、逻辑严密、语言生动、启发思考，既通俗易懂，读来轻

松愉快，又科学权威，崇尚实证精神。本书遵循由浅入深、由一般到

特殊的认知规律，论述了亲密关系的基础、活动形态、类型、矛盾和

修复等内容，读完本书，你将对人际吸引、爱情、婚姻、承诺、友

谊、激情、沟通、性爱、依恋、择偶、嫉妒、出轨、家暴等亲密关系

的方方面面有全新的认识。

亲密关系是人类经验的核心，处理得好能给人带来极大的快乐，

处理得不好则会造成重大创伤，因此科学地认识亲密关系，攸关我们

每个人的幸福。本书既适合研究亲密关系的专业人士，能给他们带来

启发与灵感，也适合每个想爱情甜蜜、婚姻长久、人生幸福的普通读

者。



主编简介

彭凯平（Kaiping Peng）

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主任

清华大学社科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与东亚研究终身教授

现任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主任、清华大学社科学院学术委员会主

席、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及东亚研究终身教授。美国密西



根大学心理学博士。曾教授的课程包括普通心理学，管理心理学、文

化心理学、积极心理学、跨文化沟通心理学。现任职国际积极心理联

合会执行委员（2010年至今）、中国国际积极心理学大会执行主席

（2009年至今），曾任职美国心理学会科学领导小组成员、伯克利加

州大学社会人格心理专业主任、第五届世界华人心理学家学术大会共

同主席，并担任过美国唐氏基金会董事和德国宝马公司青年领袖论坛

董事会成员；为众多政府和国际公司作战略、人事、文化，管理咨

询，例如：福特，宝马，美国航天局，富士康，宏达电，万科，中

化，中航，海总，总装备部等。他还是多所国际著名商学院常聘客座

教授，并连续多年获得清华大学经管学院EMBA最佳教学奖。

彭教授曾发表140多篇期刊论文，多次获得重要学术奖项（包括

2004年美国社会问题心理学会最佳论文奖，2006年美国管理学院最佳

论文奖），出版学术专著多部，2007年被美国人格与社会心理学会评

为全世界论文引用最多的中青年社会心理学家。2008年5月起受聘清华

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和首任系主任；2009年入选中组部国家级海外高级

引进人才（千人计划），回国后主要贡献包括：主持清华大学心理学

系的复系工作；主持与国防有关的特殊人员的心理保障工作；主持并

推动积极心理学在中国的普及工作并担任国际积极心理学联合会中国

理事；参与中国各城市幸福城市建设工作；以清华大学名义发表科研

论文70多篇，为论文国际引用名列前茅的少数中国社会科学学者。



序一：译丛新序

1979年，我在北京大学校园开始了我的心理学求学生涯，当时我

们心理学系的老师委婉地告诉我们，你们学心理学可能早了20年。老

实说，年轻的我们当时并没有完全领会这句话的多重含义。

2004年，我在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的校园，开始了和新曲线出版

咨询有限公司的合作，推荐出版《社会心理学精品译丛》。坦率地

说，我并没有预料到这样一套关于人性、人情、人欲、人世的学术丛

书，会有这么大的社会影响，成为中国出版界发行的最畅销的心理学

丛书之一。

2013年的今天，我已经到了清华校园。受清华大学之邀、加州大

学之托，五年前我开始帮助清华大学恢复它历史上曾经辉煌的心理学

系，并出任复建后的首任系主任。五年的国际穿梭，以及和国内心理

学界同仁的共苦同甘，已经让我看到了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兴起，等来

了中国心理学的春天！

所以，当新曲线公司的同事们决定出版该丛书的十周年纪念版，

不仅新增《社会认知：洞悉人心的科学》、《不确定世界的理性选

择》、《社会冲突》、《社会心理学之旅》、《社会心理学纲要》等

新品种，而且对《态度改变与社会影响》、《决策与判断》等原有品

种的译文进行精益求精的再加工，将丛书以更加精致、高雅、系统的

方式介绍给我们的读者，并邀请我为新书重新写序，我已经一点也不

感到意外，并相信它一定会成为人们喜爱的优秀的心理学书籍。

那么，为什么短短几年社会心理学会在中国变得如此大受欢迎？

甚至我们还可以问问，为什么清华大学要在2008年恢复它的心理学



系？我觉得，中国的现代化是背后最主要的原因。正是在2008年，中

国的人均GDP达到3 400美金。根据经济学家在上世纪40年代提出的人

均3 000美金的现代化标准，这正式表明中国已经迈入现代化国家的门

槛。美国人是在1962年首先进入现代化国家的行列的，英国人是1968

年，法国人是1972年。

现代化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人”变得比“物”更为重要。

现代化之前，我们追求小康，以物质的丰富作为社会发展的目标，现

代化以后，我们追求和谐、文化、美丽和幸福，以人民的尊严和完美

生活为奋斗目标。这种变化，也不断反映在中国政府的执政理念变化

上。从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构建和谐社会”，从“建设文化强

国”再到“建设美丽中国”，这些理念其实反映的正是中国社会的发

展进步，特别是人民基本需求的变化和提升。心理学家马斯洛早就提

出人类的需要层次理论，就是说人类从一开始衣食住行的生理需求，

逐渐上升到安全、归属、爱和尊严的社会需求。再往上，就得有文化

和知识的需求，以及对美的追求。人类最高级的需求就是马斯洛的自

我实现，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心理指标就是幸福的巅峰体验。

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

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那人又是什么？其实，人最重要的标志是

他有心理活动。“人者，心之器也。”正是因为人类的心理活动，人

生活得才有意义，才有价值。没有心理活动，人就是行尸走肉。

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没有人类的心理，可以照样存在。没有人

类，星空依然灿烂，太阳照常升落，但一旦人类的活动参与进来，星

空就不仅仅是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它就成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在

中国东海，北纬25°40′ ~ 26°、东经123° ~ 124°34′之间有一

片岛屿，这本来是一个地理科学的概念，是属于自然科学的知识，但

当我们意识到，这片岛屿就是钓鱼岛列岛时，这个知识就变成社会心



理学的研究范畴。它就有了感情、意识、行动。没有人类的思想和意

识，自然世界本身是不会有特别的意义的。

科学发展，以人为本。它呼唤的其实就是社会心理学。因为社会

就是人的集合；人的本质就是心理的载体。正是人类的心理活动，如

需求、欲望、价值、信念、判断、决策、竞争、合作、冲突、博弈，

等等，使得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也更加复杂多变，需要更多的

智慧、理性、善良、宽容和理解。

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为中国的社会心理学提出了无数引人入胜的

问题。社会如何管理？创新如何推进？什么是中国人共同的民族意

识？中华文化薪火相传，传的到底是什么？甚至还包括一些看起来肤

浅、实际上很难回答的问题，比如，你幸福吗？

2000年，美国科学院组织了一批著名的学者讨论人类的未来科学

究竟有哪些，他们的结论是NBICS（纳米—生物—信息—认知—社

会）。

“在下个世纪，或者在大约五代人的时期之内，一些突破会出现

在纳米技术（消弭了自然的和人造的分子系统之间的界限）、信息科

学（导向更加自主的、智能的机器）、生物科学和生命科学（通过基

因学和蛋白质学来延长人类生命）、认知和神经科学（创造出人工神

经网络并破译人类认知）和社会科学（理解文化信息，驾驭集体智

商）领域，这些突破被用于加快技术进步的步伐，并可能会再一次改

变我们的物种，其深远的意义可以媲美数十万代人以前人类首次学会

口头语言知识。”

其中提出的社会科学问题——理解文化信息，驾驭集体智商——

正是我推荐社会心理学精品译丛的初衷。丰富中国人民的社会文化生



活，提高我们中国人的集体智商，正是这个时代赋予我们这些心理学

工作者的责任，让我们大家一起为人民的心理幸福而奋斗。

彭凯平

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伟清楼501

2012年12月12日



序二：译丛序

社会心理学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一门社会科学学科，它

研究的是人的心理和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试图探讨人的思想、情感

和行为是如何受到其他人影响的，这些影响包括实际的、想象中的和

推测出来的人际作用。社会心理学家通常思考的问题有：我们如何认

识他人（社会认知），我们如何与他人打交道（社会互动）以及文

化、社会、团体如何作用于我们（社会影响）等方面的内容。

众所周知，社会心理学研究向来有心理学的、社会学的和符号学

的三种取向，其中心理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更强调实证的研究和对社

会中个体心理的关注。本译丛以津巴多（Philip G. Zimbardo）主编

的“麦格劳-希尔社会心理学系列丛书” 为基础，从中遴选出精品

（如《决策与判断》、《自我》、《亲密关系》、《态度改变与社会

影响》），并在更大的范围内，补充一些近年来有着广泛影响的社会

心理学新著。

十几年前，香港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彭迈克（Michael Bond）就曾

经说过：“心理学不幸是由西方人创建的，结果，西方的心理学研究

了太多的变态心理和个性行为。如果心理学是由中国人创建的，那么

它一定是一门强调社会心理学的基础学科。”确实，这门学科是我们

中国人有可能做得比其他国家的学者更好的心理学领域，因为我们的

文化几千年来就很强调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这些

关系正好是社会心理学关注的焦点所在。可惜时至今日，中国的社会

心理学并没有得到它所应有的关注。我们推出这套丛书的目的，一方

面是为了让国内有志于学习、研究和应用社会心理学的各界人士较为

系统地了解当代社会心理学的来龙去脉、重大发现以及最新前沿，而



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通过这套丛书，为推动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发展

以及提高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国际影响贡献绵薄之力。

彭凯平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教授

2004年9月



序三：英文版序

亲密关系是人类经验的核心所在，也是戏剧般人生每个阶段的基

本情节线索。一生中，我们会受到某些人的吸引，喜欢或者爱上他

们，与他们谈恋爱或者发生性关系，结婚并给予伴侣支持和慰藉，而

当这些关系不幸终结时，我们则会感到痛苦。亲密关系能满足人们对

归属和关爱的基本需求，亲密关系蕴含着对他人强烈的感情依恋，也

常常会涉及与他人的相互依赖。众所周知，要抵御精神或身体疾病，

任何人所能得到的最好保护，莫过于身边积极的社会支持网络。亲密

关系能提供有意义且持久的社会支持网络，人们苦恼时可以向伴侣求

助，而在伴侣需要时也能关照和帮助他们。有人曾询问成功的商人，

如果一切可以重来，生活会有什么不同，没有人愿意做更多的工作；

相反，他们更愿意对家人和朋友付出更多的爱，花更多的时间与家人

共处。

鉴于亲密关系在我们的生命中占有显而易见的中心位置，但亲密

关系在社会心理学历史上仍是相对较新的课题，这令人吃惊。只是在

近几十年，亲密关系才在研究与实践中崭露头角。在此之前，学术研

究侧重于结构性关系中的双方或者小群体，一般为公开的关系，如人

们的竞争与合作，磋商与谈判，顺从或者抗拒。但是有一批执着的研

究人员开始证明，完全有可能研究人际动力学的微妙特征，有可能理

解喜欢、爱恋和性关系的一些要素。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兴趣开始

从社会心理学扩展到人格研究、认知心理学、发展心理学、演化心理

学、社会学、家庭研究、传播学及家政学。每一种视角都给亲密关系

研究带来崭新的见解与思想。



我相信，推动这一领域研究进展的是麦格劳-希尔社会心理学丛书

中的《亲密关系》。《亲密关系》不仅销量很大，而且深受广大师生

的喜爱，相关领域的研究者也能得到启发，明了研究亲密关系的意义

所在。《亲密关系》的出版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本书不仅因其权威性

和学术性得到业界同仁的尊重，还因为浅显易懂、充满感情、令人愉

快而受到学生读者的欢迎。

现在再说几句推介我们丛书的话。社会心理学精品译丛是奉献给

读者的一场盛宴，记载了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研究者们、理论学家们及

实践者们所做出的重要贡献，这套丛书能增进我们对人性的理解，善

加应用就能提高我们生活的质量。这套丛书已成为心理学领域杰出学

者展示新理论，对原有理论进行分析、整合以及介绍当前方法论进展

的平台。本套丛书的作者都有一个共同心愿，要与读者分享他们的专

业知识和思想观点，分享对象包括同事、研究生、本科生以及所有对

社会心理学感兴趣的普通读者。这套丛书的每位作者都遵循着共同的

写作目标，要以生动有趣的语言传授社会心理学的重要原理和课程，

传播专业知识却不诉诸专业行话，同时激发读者在思想或实践层面应

用这些知识。《亲密关系》显然实现了这两个目标。《亲密关系》是

一本综述性的专著，整合了多个学科的重要理论和最新研究进展，旁

征博引，纵横捭阖，系统性地整理和展现了当代亲密关系研究最新的

研究结果与理论进展，其生动的论述、严密的逻辑、清晰的思路、谨

慎的论证和科学的结论一定会得到学者和学生的喜爱。

虽然这套丛书的每一本都是各自专业领域的巅峰之作，但精品译

丛作为一个整体，代表着当代社会心理学的精华和核心。社会心理学

专业的师生可以选用其中任何一本，用作通用教材的“深度”辅助读

物，而普通读者则可选用整个系列的精品图书来完成系统的社会心理

学课程。我个人认为，《亲密关系》是将爱情与科学、情感与理性、



通俗性与学术性、理论性与实践性完美结合的百科全书式的两性心理

学专著，《亲密关系》一定能让你的亲密关系获益！

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G. Zimbardo）

《麦克劳—希尔社会心理学丛书》主编



序四：作者序

欢迎翻开《亲密关系》！看到你手捧本书专心阅读，让我倍感欣

慰。本书自出版以来，好评如潮，对此我甚感荣幸，同时我也非常乐

于为你展现亲密关系研究领域充满生机而又迅猛发展的最新和最全的

进展。第6版增添了很多新内容，但我的写作理念从未动摇：本书既要

切合普通大众的阅读兴趣，又要为院校的专业读者提供人际关系科学

广泛全面、易于阅读的内容。作为专业的教材，本书既要遵循严格的

学术标准，又要保留人际关系自身的迷人魅力。我希望本书是亲密关

系现代科学概览的一本最易上手、最吸引人、最为全面的教材。

第6版新增的内容

第6版新添了713篇最新的参考文献，大部分都是最近3年的文献。

因而，我会讨论很多先前版本未曾提及的新问题。本版新添的部分内

容有：

文化（Culture）

厌烦（Boredom）

脸谱网（Facebook）

自控（Self-control）

快速约会（Speed-dating）

谎言觉察（Lie detection）

同性婚姻（Gay marriage）



性满足（Sexual satisfaction）

爱情的生理（The biology of love）

相伴之爱（Compassionate love）

冲突协商（Conflict negotiations）

禁欲教育（Abstinence education）

亲密伴侣暴力（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温情沟通（Affectionate communication）

婚姻平等

（Marital equality）

社交网络

（Social networks）

夫妻冲突风格

（Couple conflict styles）

不满意的轨迹

（Trajectories of dissatisfaction）

知觉到的伴侣反应性

（Perceived partner responsiveness）



趋近和回避动机

（Approach and avoidance motivations）

在McGraw-Hill公司网站上：www.mhhe.com/millerint6e为教师准

备了最新的教师手册、列出每章要点的PPT教案和测试题库。

未变动的内容

如果你熟悉第5版的内容，就会发现很多内容都还在相同的地方。

在第1章我仍旧介绍了影响亲密关系的重要因素。随后，在各章的论述

中提及这些因素时，都会以脚注提醒读者术语出现的位置以激活记

忆，从而使本书涵盖的广泛内容有着统一的连贯性。

更为重要的是，本书保留了原来雅俗共赏、充满趣味的写作风

格，这种风格在先前的版本中得到了读者们的赞扬。能为你介绍人际

关系科学，我甚感荣幸；关系领域的研究令我兴奋，更让我自豪，希

望能为你展示多姿多彩的人际关系。

我非常感谢本书原来的作者莎伦·布雷姆和丹尼尔·珀尔曼，是

他们最初吸引我参与了这本书的写作。他们两位是我非常慷慨和优雅

的同事。

《亲密关系》中译本能与中国读者见面，我分外高兴。各位能阅

读本书，我甚感荣幸，希望这本书能引起你对关系的兴趣，善用书中

的知识，畅享愉悦的亲密关系。谢谢中国读者对这本书的喜爱，尤其

要谢谢译者王伟平驾轻就熟的翻译工作，这样我的著作才能为各位理

解与欣赏。





序五：中文版序

我们中国人往往自诩“关系专家”，能够自如穿梭于纷繁的关系

网络，善于巧妙地运用复杂的人际关系。表面上看也确实如此，尤其

是近年来，中国人在“关系”方面的理论和书籍层出不穷。然而，当

从科学的角度重新考虑“关系”的实证问题时，我们便茫然了。假设

一位心理学家向100个学生提出下面两个问题，你能想象他们会怎样回

答吗？

第一个问题是：如果你要到一座荒岛上生活，只能在你的各种亲

密关系中（父母、兄弟姊妹、好朋友、同学、同乡、同事等等）选择

一个人同行，你会选择谁？

第二个问题是：当你的父母、配偶、孩子、最好的朋友一起落

水，只有你会游泳，而你只能救其中的一个人时，你又会选择谁？

不过，在关系科学上的无知不是我们中国人特有的。就以爱情为

例吧，虽然数不胜数的诗人和作家或热情讴歌赞美，或理性分析批

判，总结出一个又一个的爱情真谛，但我们对这一奇妙现象背后的心

理学原因的理解似乎并不深刻。是性格相似的人容易相互吸引，还是

性格互补的人更容易坠入爱河呢？世界上到底有没有超越性欲的柏拉

图式爱情？情侣之爱与舐犊之爱究竟有什么不同？激情之爱与相伴之

爱又有何差异？

在我们早已司空见惯的各种人际关系中，你又是否注意到了两性

差异？女人是不是比男人更容易嫉妒？男性和女性对关系的感知和体

验方面有哪些不同？男人真的来自火星、女人真的来自金星吗？所有

这些问题都是社会心理学中亲密关系研究的重要内容。



过去的40年间，社会心理学从单纯地关注认知、思维、决策等理

性过程逐渐扩展到人类的情感、关系等感性课题的研究。从某种意义

上讲，心理学家在过去40年关于情感和关系的研究中所收集的数据和

进行的科学论证，可能已经超越了我们中国两千年来在关系这个问题

上的分析和判断。另外，亲密关系研究中一个不为人知的挑战是，人

们倾向于根据自己的体验来判断关系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这是由研究

课题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但我们必须强调科学研究讨论的是一般规

律，而不是某个人的具体想法和行为。也就是说，不能依据个人喜好

来判断价值。所以我希望读者诸君在阅读《亲密关系》这部著作时，

能更多地进行理性思考，而不要片面地以情感作为评判标准。

本书的特点之一，是它探究了长期以来诗人、戏剧家、哲学家乃

至医学家对亲密关系的理解和论断。由于数千年来科学家忽视了亲密

关系的研究，当通俗心理学占据了关系学的主导地位时，人们对人际

关系的了解和领会往往是肤浅的，甚至是错误的。然而，最近40年，

如本书所记载，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当然，我们不

能期望一本书就能取代通俗心理学家在电视上的夸夸其谈，或者阻止

书店中庸俗心理学书籍的猖獗泛滥。但是，它至少使得人们对关系科

学的认识向着更加学术化、科学化和规范化的方向转变。也就是说，

它将使我们对爱情、婚姻、承诺、友谊、激情、理解、沟通、亲密、

依恋、择偶、嫉妒等各个方面有一个崭新的认识。

本书关注的所谓“亲密关系”，即指人们的思想、感受及行为在

亲密关系中是如何相互联系的。为了探讨这个问题，米勒教授综合了

社会心理学、进化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和临床心理学等多个分支的理

论和研究成果。作为活跃在社会心理学界的学者，米勒本着严谨的态

度，在上述众多领域中寻求平衡，融会贯通，研究了“先天因素”与

“后天培养”的相互作用。



特别要提醒的是，如果你已经习惯了通俗心理学家把个人观点当

作科学结论，用华丽辞藻取代严谨分析的惯常做法。那么，在阅读本

书时，你不仅要适应科学研究的表达方式，更要理解科学家们在争论

“关系”原理和甄别伪科学时的执着。

我相信，这本书能同时引起普通读者、学生和学者对整个亲密关

系的兴趣。可以想见，书中难免会出现某些读者不感兴趣的话题，以

致这些读者可能偶尔觉得，本书不太合他们的口味。不过，如果耐心

多读一两页，便会发现，当再次随同作者回到主要问题上时，你已经

获得了对亲密关系更为深刻的理解。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科学总能广

泛地吸引公众，而通俗理念往往只被信奉者所接受的原因。

彭凯平

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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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人际关系的构成

假若黄金周这样度过，是不是很美妙：住在装饰精美的别墅里，

院外是迤逦的田园风光。房内配置了有线电视、电子游戏、无线网络

和许多书刊，还有满足你爱好的各种设施。这里有享用不尽的美食佳

酿，有触手可及的消遣娱乐。但美中不足的是：你身边没有任何人，

没有人可以与你沟通。你完全是个孤家寡人，不能使用电话和电子邮

件，不能访问任何聊天室，也不能收发短信。整个假期你看不到任何

人，也不能以任何方式和其他人联系。除此之外，你几乎能得到想要

的一切。

这样的黄金周滋味怎样？没有几个人能享受这种孤独，大多数人

马上会发现自己完全和他人隔离了，这让人极度紧张（Schachter，

1959）。人类需要和其他人接触，对此我们往往认识不足。这也是监

狱有时用单独监禁（solitary confinement）来惩罚犯人的原因。人

类是非常社会化的动物。如果剥夺了和他人的紧密接触，这会令人很

痛苦，人类社会属性的核心部分正是对亲密关系的需要。

与他人的关系还是我们生活的中心内容：关系处理得好会带来极

大的快乐，处理得不好则会造成重大的创伤。人际关系必不可少，也

至关重要，因此非常有必要了解人际关系是怎样建立、发展和运作

的，什么情况下人际关系又会陷入愤怒和痛苦的深渊。

本书能增进你对亲密关系的理解，在汲取心理学、社会学、沟通

研究和家庭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为你介绍社会科学家经过细致研究所

探索到的人际关系知识。这与你在杂志或者电影中所了解到的人际关

系不太一样，它更具科学性、更有逻辑、更为谨慎，却不太浪漫。你

会发现本书并不是一本傻瓜式的操作手册。后面章节的学习需要你的



领悟力，更需要运用你自己的信念、价值观和个人经验来理解这些内

容。本书的目的就是引导你去领略人际关系科学的多姿多彩，帮助你

正确地处理好自己的人际关系。

为了更好地考察亲密关系，我们先来界定一下它的主要内容。什

么是亲密关系（intimate relationship）？为什么亲密关系这么重

要？然后我们要思考紧密关系的基本构成要素：我们承传的文化、遭

遇的经历、拥有的人格、共同的遗传以及人际交往。要正确理解人际

关系，我们必须首先了解我们是谁，置身何处，又是如何变化发展

的。

亲密关系的性质和重要性

人际关系种类多样，规格不齐。我们上有父母，还可能下有子

女，有工作的同事或学校里的同学。生活中还会接触到商店职员、医

生和公务员。我们还有朋友和爱人。本书重点关注后两种伙伴关系，

因为它们是典型的亲密关系。而且我们主要关注的是成人之间的亲密

关系。

亲密关系的性质

那么，亲密关系究竟是什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为亲密关

系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包含许多不同的成分（Prager & Roberts，

2004）。然而研究者（BenAri & Lavee，2007）和普通人（Marston

et al.，1998）都认为亲密关系和泛泛之交至少在六个方面存在程度

差 异 ： 了 解 （ knowledge ） 、 关 心 （ care ） 、 相 互 依 赖 性

（interdependence）、相互一致性（mutuality）、信任（trust）以

及承诺（commitment）。



首先，亲密的伴侣彼此间有着广泛而私密的了解。他们熟知彼此

的经历、爱好、情感和心愿，而且一般不会把这些信息透露给其他

人。亲密的伴侣关心对方，彼此能从对方身上感受到更多的关爱。如

果人们认为自己的伴侣了解、理解并欣赏自己，其亲密程度就会增加

（Reis et al.，2004）。

亲密伴侣的生活也是交织在一起的：一方的行为会影响另一方的

行为目标和行动能力。亲密伴侣的相互依赖性是指他们彼此需要的程

度和影响对方的程度，这种相互依赖是频繁的（经常影响彼此）、强

烈的（彼此都有显著的影响）、多样的（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影响彼

此）和持久的（彼此影响的时间很长）。人际关系变得相互依赖时，

一方的行为在影响自己的同时也会影响对方（Berscheid et al.，

2004）。

由于这种紧密的联系，亲密伴侣常认为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而不是两个完全分离的个体。他们表现出很高的相互一致性，这意味

着他们认同双方在生活上的融合，自称为“我们”，而不是“我”和

“他/她”（Fitzsimons & Kay，2004）。事实上，这种称谓上的变化

（从“我”到“我们”）常常标志着人际关系发展到了微妙而又意义

重大的阶段，此时新伙伴刚刚认识到彼此间产生了依恋（Agnew et

al.，1998）。的确，研究者有时只让伴侣来评定他们“重合”的程

度，以此评价伴侣关系的亲密程度（Aron et al.，2004）。自我接纳

他人的程度（见图1.1）是测量相互一致性最生动、最直接的方法，它

能有效地区分亲密关系和泛泛之交（Agnew et al.，2004）。

使得亲密关系易于保持的另一个特点是信任，期望对方会善待和

尊重自己（Simpson，2007）。人们相信亲密关系不会带来伤害，并期

望伴侣能满足自己的要求，关注自己的幸福（Reis et al.，2004）。



如果丧失了这种信任，亲密伴侣也常常会变得猜忌与疑虑，以致损害

亲密关系特有的开朗、坦诚和相互依赖（Jones et al.，1997）。

最后，亲密伴侣通常会承诺他们的亲密关系，希望他们的关系能

持续到地老天荒，并为此不惜投入大量的时间、人力和物力。这种承

诺一旦丧失，曾经的恩爱情侣、知心朋友也会日渐疏远、貌合神离。

请从下列图片选出最符合你目前与伴侣关系现代的图片

图1.1　自我接纳他人的程度

这六个方面未必全部出现在亲密关系中，任何一个要素都可以单

独出现于亲密关系之中。例如，一对单调乏味、缺少情趣的夫妻可能

相互依赖的程度很高，在日常生活的琐事上紧密合作，但却生活在缺

少关爱、坦诚或信任的心理荒漠中。他们当然比一般的熟人要亲密，

但毫无疑问，他们会觉得彼此不如过去那般亲密了（比如他们决定结

婚时），那时他们的关系中存在更多的亲密成分。一般而言，最令人

满意和最有意义的亲密关系应当包括亲密关系的所有六个特征

（Fletcher et al.，2000a）。但亲密关系如果只有部分特征，亲密

程度就会减弱。正如不幸福的婚姻所揭示的，在整个关系的过程中亲

密程度波动极大。



所以，并不存在单一的亲密关系模式。的确，我们需要记住人际

关系最简单、最基本的特点是：种类多样，规格不齐。这种多样性使

人际关系非常复杂，也使人际关系魅力无穷。（这也正是我撰写这本

书的原因！）

归属需要

我们关注的焦点是亲密关系，所以不会考察你在日常生活中与普

通人发生的各种人际交往。例如我们不会考察你与学校大部分同学的

关系。亲密关系值得特别关注吗？这种关注合理吗？答案当然是肯定

的。虽然，我们与陌生人及一般熟人的偶尔交往也很重要

（Fingerman，2009），但亲密关系有其自身的特点。事实上，这种要

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的普遍而又强烈的内驱力，或许是我们人类的一

种本性。研究者发现，如果我们要正常地生活，保持身心健康，就要

在长久而关爱的亲密关系中经常与伴侣愉快地交往（Baumeister &

Leary，1995）。在亲密关系中包含有人的归属需要（need to

belong），如果这种需要得不到满足，就会发生各种各样的问题。

归属需要使“我们与亲密之人正常的社会交往”变得必不可少

（Baumeister & Leary，1995，p.501）。为满足归属需要，我们努力

与他人建立和维持亲密的人际关系，我们还期待与那些了解、关心我

们的人交往和沟通。个体需要的亲密关系无需太多，几个便可。归属

需要得到满足后，我们建立人际关系的内驱力就会降低（因而人际关

系的质量比数量更重要）。归属需要也和我们伴侣是谁并无太大的关

系，只要他们能给予我们持续的关爱和包容，我们的归属需要就能得

到满足。因而，即使一段重要的亲密关系终结，我们也往往能找到替

代伴侣（尽管新人和旧人有很大的差别），而且能满足我们的归属需

要（Spielmann et al.，2011）。



人际关系建立后会令人轻松愉悦，而要解除已有的社会联系则会

遇到重重阻力，

这六个方面未必全部出现在亲密关系中，任何一个要素都可以单

独出现于亲密这都可以佐证上述观点。的确如此，当我们珍视的人际

关系出现危机时，我们往往会魂不守舍，进而变得癫狂痴迷，这充分

表明亲密关系对我们的重要性。归属需要的力量还表现在，当人们长

期处在极度孤单的状态时，会表现出强烈的紧张应激反应

（Schachter，1959）；任何对亲密关系构成威胁的事物，都让人难于

接受（Leary，2010a）。

实际上，归属需要最有力的证据是：针对亲密关系的生理益处所

进行的研究。一般而言，具有亲密关系的人较之单身生活的人更幸

福、健康、长寿（Koball et al.，2010）。握住爱人的手就能减弱人

们面对威胁情境时的脑反应（Coan et al.，2006），只要看看爱侣的

照片，疼痛就好像不再那么强烈（Master et al.，2009）。有人接纳

和支持我们时，甚至伤口都能更快地愈合（Gouin et al.，2010）。

相形之下，缺乏亲密关系可能会导致各种健康问题（Cohen，2004）。

当大学生孤独无伴时，免疫反应会变弱，更易患上感冒或流感

（Pressman et al.，2005）。纵览人的一生，那些朋友和爱人都很少

的人，比有充满关爱的亲密伴侣的人死亡率高得多；一项历经9年的大

规模纵向研究发现，缺乏亲密关系的人的死亡率是正常人的2~3倍

（Berkman & Glass，2000）。失去已有的伴侣关系也对人有害：老年

人在丧偶的最初几个月内与婚姻持续的老年人相比更可能死亡

（Elwert & Christakis，2008）。

亲密关系的质量还会影响人们的身心健康（Kim & McKenry，

2002）（参见图1.2）。久而久之，那些能与关心自己的人愉快相处的

人与缺乏这种社会联系的人相比，前者对他们的生活更为满意



（Nezlek et al.，2002）。在全世界，那些结婚并维持婚姻的人一般

比缺乏亲密关系的人更加幸福（Diener et al.，2000）。当然，快乐

满意的伴侣关系与不快乐的伴侣关系相比，前者能带来更多的幸福

感；然而，即使伴侣关系并不幸福，大多数有伴侣的人仍觉得自己比

完全的孤家寡人要充实得多（Dush & Amato，2005）。一些问题如抑

郁、酗酒、饮食障碍以及精神分裂症也更可能侵扰那些缺乏社会交往

的人（Segrin，1998）。乍看起来（第2章详述），这些研究结果并不

必然表示肤浅、虚浮的人际关系就会引起这些心理问题，毕竟易患精

神分裂症的个体也许从一开始就很难与他人建立和保持亲密关系。尽

管如此，亲密关系的缺乏看来不仅会引起这些问题，也会使之更加严

重（Eberhart & Hammen，2006）。总的说来，我们的幸福感看来取决

于归属需要的满足程度。

为什么我们这样强烈地需要亲密关系？为什么我们是如此社会化

的动物？可能的解释是：归属需要是人类长期演化的产物，逐渐成为

所有人共同的自然倾向（Baumeister & Leary，1995）。这种观点的

逻辑在于，由于早期人类生活在很小的部落群族里，生存环境恶劣，

到处是长着獠牙利齿的猛兽。所以，孤僻的人比合群的人在繁衍子女

和养育后代的成功率上更低。这种环境下，与他人建立稳定持续而充

满关爱的人际关系的个性倾向就具有演化学上的适应意义，拥有这些

个性倾向的早期人类，其子女更可能生存和繁衍。结果人类的特质也

缓慢地演化为：十分在乎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并极力寻求他人的认同

和亲密接触。虽然这种观点启发了我们对人类自身的现代行为进行反

思（本章稍后会进一步探讨），但必须承认这只是一种猜测。无论这

种演化论的假设是否完全正确，毫无疑问今天几乎所有人都十分关注

自己与他人依恋关系的质量。如果我们的生命缺乏亲密感情，我们就

很容易迷失人生方向，患上身心疾病。众所周知，衣食住行乃生活必

需，但归属需要却表明亲密感情也是美好生活所必需的（Kenrick et

al.，2010）。



图1.2　满意的亲密关系与寿命

下面我们要考察在满足归属需要时，主要有哪些因素决定我们构

建的人际关系。就从亲密感情内在的归属需要的对立面开始吧：即不

断变化发展的文化，它是规范亲密关系的社会标准。

文化的影响

如果没有智能手机、脸谱网和艾滋病，就像回到了遥远的古代。

其实只要看看1960年代，那时我们的祖辈正决定是否结婚。当时美国

人通常20岁刚出头就已经结婚了，通常女性不到21岁，男性不到23

岁。[1]没有结婚人们不会同居，因为大家都这样。未婚生育更是天方

夜谭；1960年代美国出生的儿童中，95%儿童的父母都已结婚。成家后

妻子很可能不再工作（大多数妈妈都不再工作），孩子上学前妈妈也



许整天待在家里抚养孩子，当时大多数妈妈都这样。而他们的孩子

（即你的父辈）在成长过程中，每天晚上全家都能聚在一起，共享天

伦之乐。

现在的情况大不一样了。近几十年亲密关系的文化环境发生了重

大变化。的确，即使祖父辈对今天文化景观的变化感到震惊，我们却

习以为常。看看当今的美国社会：

● 越来越少的人结婚成家。1960年代几乎所有的人（94%）都结

过婚，但如今更多的人选择不结婚。人口统计学家预测目前只有85%的

年轻人可能会结婚（而这一比例在欧洲甚至更低[Cherlin，2009]）。

算上分居、离异、丧偶和从未结婚的美国成人，只有约一半（52%）的

人目前处在婚姻状态（Mather & Lavery，2010）。这可是前所未有的

低谷。

● 结婚的年龄越来越大。现在女性初婚的平均年龄超过26岁，男

性超过28岁，这在美国历史上也是结婚最晚的年龄了（Jayson，

2010）。这可能比你祖父母的结婚年龄大了许多（见图1.3）。许多美

国人（46%）到了35岁左右仍未结婚。

● 人们即使没有结婚也常住在一起。在1960年未婚同居非常罕见

（只有5%），现在却很普遍。你的大部分同学（超过60%）在婚前都曾

有过同居行为（Roberts，2010）。

● 人们常常未结婚便养育子女。这在1960年代很少发生，当时美

国出生的婴儿中只有5%是由未婚妈妈生育的。即使有未婚先孕现象，

但父母常在孩子出生前就完婚了。如今情况就不一样了，2009年在美

国出生的婴儿中41%是由未婚妈妈生育的，这也创了历史新高

（Taylor，2010）。未婚生育的比例在北欧和西欧甚至更高（Haub，

2010）。



图1.3　美国人初婚的平均年龄

与以前相比，美国人初婚的年龄越来越大。

● 近一半的婚姻以离婚告终。离婚率现在比我们祖父辈时高出两

倍。近年来具有大学学历的夫妻离婚率已经缓慢下降（这对于正在阅

读这本书的你可能是好消息），但对于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离婚率仍

然很高，并未下降（Cherlin，2010）。2009年美国离婚数量是结婚数



量的一半（Tejada-Vera & Sutton，2010）。并非所有持续的婚姻都

幸福，因此对美国新婚夫妻前景较准确的估计是，他们更有可能面临

离婚，而不是白头偕老。[2]

● 许多儿童（40%）在12岁之前都生活在单亲家庭里（Taylor，

2010）。由于高离婚率、同居和未婚生育，许多美国儿童看到各色成

人加入和离开他们的家庭（Cherlin，2010）。

● 大多数学龄前孩子的妈妈都外出工作。在1960年代，超过四分

之三的美国妈妈们在孩子入学前整天在家带孩子，但现在这样做的母

亲只有40%（Taylor，2010）。即使父母和孩子一起生活，父母也不可

能全职在家整天照料小孩。

这些巨大变化表明：某些普遍的观念（比如婚姻和养育后代在我

们人生中的作用）近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曾几何时，人们高

中毕业后几年之内就会结婚，无论婚姻幸福还是痛苦，人们往往与原

配厮守到老。怀孕的年轻人觉得必须结婚，未婚同居是“伤风败俗”

的。现在的观念却截然不同了，婚姻只是一种选择，哪怕孩子就快要

出生了。越来越多的人把婚期推迟，甚至干脆不结婚。即便是已婚人

士，也不太可能把婚姻视为毕生神圣的承诺（Cherlin，2009）。总的

来看，近些年来文化规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鼓励人们迈入婚姻、白

头偕老（Amato et al.，2007）。



与上一代人的婚姻相比，如今新郎与新娘的年龄更大，更可能有上次婚姻的子女，

更可能兼顾事业和家庭。



图1.4　不同同居时间的结果

图片显示的是对美国2 746名同居情侣历时5年的追踪研究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

同居情侣结婚的可能性逐渐降低，但分手的可能性却不降低；同居5年后，结婚和分

手的可能性就非常接近了。（转变率表示同居情侣每个月分手或结婚的百分比。数

字看上去很小，但反映了每个月情侣不再同居的比例，所以比例会逐月增加，最终

变得很大。）

资料来源：Wolfinger，2005.

文化规范的这些变化重要吗？答案是肯定的。文化标准是人们建

立人际关系的基石（Acitelli et al.，2011），它影响着人们对人际

关系的期望，限定了正常的人际关系模式。就拿最近普遍流行的同居

现象来说，现在许多高中生认为情侣未婚同居是个“好主意”，因为

他们能据此考察彼此是否真正能“和睦相处”（Bachman et al.，

2001）。这种态度使未婚同居看上去很有道理，好像是个不错的选

择，现在大多数年轻人在结婚之前的确就住在一起了。然而，如果人

们并没有切实的结婚计划，未婚同居并不能确保随后的婚姻幸福美

满；相反，同居增加了夫妻离婚的危险（Jose et al.，2010），原因

有若干。首先，同居情侣彼此的承诺一般不如已婚夫妻，毕竟同居情

侣还有选择的机会（Wiik et al.，2009）。所以同居情侣比已婚夫妻

经常面临更多的问题和不确定性（Hsueh et al.，2009）。他们往往

会遭遇更多的冲突（Stanley et al.，2010）、嫉妒（Gatzeva &

Paik， 2011）、出轨（Thornton et al.， 2007）和身体攻击

（Rhoades et al.，2009a），所以同居与婚姻相比，往往充满变数，

前景难料。故而，人们同居的时间越长，对婚姻的热情越低，越容易

离婚。我们先看看图1.4：随着时间的推移，同居情侣结婚的可能性逐

渐降低，但分手的可能性却不下降；同居5年后，分手和继续在一起的

可能性就非常接近了（婚姻的基本模式则完全不同。夫妻婚期越长，

离婚的可能性越低[Wolfinger，2005]）。总的说来，草率同居原本用

来测试伴侣能否和睦共处，却好像会损害人们对婚姻的积极态度和维



持婚姻的决心，这种态度和决心是幸福婚姻的支柱（Rhoades et

al.，2009）。情侣如果已经订婚，准备结婚，这些有害的同居效应相

对轻微，但即使伴侣已经订婚，未婚同居也有一定的危害性（Jose et

al.，2003）。故而，尽管同居很流行，人们普遍把同居当成“试

婚”，但这是越来越少的人结婚，越来越少的婚姻能持续（与1960年

代相比）的原因之一。[3]

亲密关系变化的根源

所以，支配亲密关系的规范已经不同于上一代人的规范，原因很

多。影响因素可能涉及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工业化程度越高、越富

足，就越能接纳单身、包容离婚和支持晚婚（South et al.，

2001），而全世界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都提高了。教育和财政资源的

充裕，足以让人们变得更为独立，与过去相比，女性尤其更可能不结

婚（Dooley，2010）。而最近全球经济的衰退也有明显的影响。随着

更多的情侣为节省金钱生活在一起，同居人数明显增加（Yen，

2010c），但结婚率在赤贫人群中却在下降，没有稳定的收入人们并不

愿意结婚（Yen，2010b）。

近年来，西方文化的主要特征——个人主义（支持自我表现，重

视个人成就）也变得愈发突出（Twenge & Campbell，2010）。（比

如，美国人现在更可能给自己的孩子取不常见的名字以引人注目

[Twenge et al.，2010]。）可以想见，这种对自我实现的重视会让我

们期望从亲密关系中获取比上一辈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快乐和享

受，更少的麻烦和付出。而与上一代不同（他们往往会“为了孩子”

而勉强生活在一起），我们只要对婚姻不满意，就会理直气壮地结束

夫妻关系，重新追求满意的亲密关系（Cherlin，2009）。相形之下，

东方文化更倡导集体主义的自我感，人们与家庭和社会团体的联系更



为紧密。集体文化国家（如日本）的离婚率比美国低得多（Cherlin，

2009）。

新科技也会影响亲密关系。现代生殖技术（如人工授精、体外受

孕）能让妇女在还未与孩子的父亲谋面之际，就能从医院的精子库中

授精，独自生育后代（Ali，2007）！妇女还能掌控生育，只在她们愿

意时生小孩，美国妇女养育儿童的数量也比过去要少。美国家庭中儿



童的数量前所未有地少（Gillum，2009）。现代通讯科技也改变了人

们亲密关系交往的方式，参见专栏1.1：“哥们，为什么你在脸谱网上

还是单身？”[4]

然而，影响人际关系规范更重要（但却很微妙）的因素是特定文

化下青年男女的相对数量。男多女少的社会和女多男少的社会往往有

着不同的人际关系标准。描述文化这种特性的指标就是性别比率（sex

ratio），计算方法很简单，就是看特定人群中每100位女性对应多少

位男性。如果性别比率高，则男多女少；如果性别比率低，则男少女

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婴儿潮使美国的性别比率在1960年代末从高

峰跌到低谷。战后每年出生的婴儿逐年增加，这意味着当这些“潮流

中的婴儿”进入成年期后，比青年女性稍大点的青年男性的数量变

少，性别比率就下降。不过，当出生率逐渐下降，出生的婴儿数量减

少，他们长大后，青年女性的数量比稍大点的青年男性的数量要少，

所以美国的性别比率在1990年代又攀高。自1990年代以后，“婴儿

潮”中长大的父母有相对稳定的生育率，从而使适婚男女的数量持

平。

人们可能意识不到性别比率变化的重要性。高性别比率的社会

（女性较少）倾向于支持老式、传统的两性性别角色（Secord，

1983），即男主外女主内，妻子在家相夫教子，丈夫外出工作养家。

这种文化形态在性生活上也相对保守。理想的新娘应该是处女，未婚

先孕让人蒙羞，公开同居几乎绝迹。妇女更早结婚（Kruger et al，

2010），离婚不受欢迎。相形之下，低性别比率的社会（男性较少）

则倾向于颠覆传统，也更为宽容。鼓励妇女外出工作以自立，默许

（虽不提倡）婚外性关系的存在。如果不慎怀孕，成为未婚妈妈也无

可厚非（Harknett，2008）。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情形可能有所不



同，但这种基本模式却是贯穿整个历史的（Guttentag & Secord，

1983）。古罗马时代性别比率低，以骄奢淫逸而闻名。维多利亚时期

的英格兰性别比率高，以贞洁守礼而著称。美国喧嚣的20世纪20年代

性别比率低，是随心所欲、恣意寻欢的十年。那么出现“性解放”和

“女权运动”的20世纪60年代晚期，性别比率高还是低？答案是非常

低。

人际关系专家认为这种文化波动并非偶然现象（Guttentag &

Secord，1983）。在他们看来，社会规范的演变总是要满足那些掌握

经济、政治和法律权力的强势人群的利益。在上面提到的文化中，强

势人群是男性。因而，当男女数量发生变化时，人际关系的规范总是

向着有利于男性的方向变化。

这种假设很大胆，毕竟近几十年来美国妇女的地位提高了许多，

对此谁都无法否认。现在仔细推敲一下这个假设。当性别比率居高

时，妇女稀缺。假若某男幸运地得到某女的芳心，他当然想长相厮

守。方法之一是鼓励该女子成为家庭主妇，从而使她在经济上要依赖

丈夫；方法之二是反对离婚（这正是20世纪60年代的情形）。反之，

当性别比率偏低，妇女过剩，男人就不太想被一个女人拴住。这样，

妇女就得工作，推迟结婚，不满意的话还可方便地离婚。

所以自196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人际关系规范显著改变的原因，

可部分归结于性别比率的剧烈变化。的确，我们已经看到了1990年代

末期高性别比率对美国的影响。从1967到1980年，美国的离婚率翻倍

增长，此后逐渐走缓，甚至略有下降。政客们又开始关注“家庭价值

观”。因为现在适婚男女的人数大致相等，文化的钟摆又摇摆于1980

年代的放纵状态和60年代的禁锢状态之间。

必须指出，性别比率影响过程（即人际关系规范的变化偏利于男

性）的假设只是一种猜想。然而，社会文化中的两性比例和人际关系



规范的确存在粗糙却真实的关联，这也是文化影响人际关系的有力佐

证。我们对人际关系的期望和接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所处的

时代和地区的标准。

个人经历的影响

人际关系还受到个体经历和经验的影响，最好的例子就是对人际

关系总体取向有重大影响的依恋类型（attachment styles）。发展心

理学家（如Bowlby，1969）很早就发现，婴儿对其主要照料者（常为

妈妈）的依赖表现出不同的模式。人们普遍认为，某些婴儿只要饥

饿、尿床和受到惊吓，就能发现马上会得到悉心的照顾和呵护。婴儿

哭喊时，慈爱的照料者总是如约而至，得到此种呵护的小宝贝们就能

舒心地依赖他人，觉得他人可以信任，能从别人那里获得安全和友

善。结果，这些儿童就发展出安全型（secure）依恋：他们快乐地与

他人交往，很容易与他人发展出轻松信任的人际关系。

其他婴儿的情形可能不同。如果大人对孩子的照料无法预测而且

并不持续，照料者有时热情关注，有时却心不在焉、焦急烦躁，有时

根本就不出现。这些孩子就会对他人产生焦虑、复杂的情感，这种依

恋类型就是焦虑—矛盾型（anxiousambivalent）。这些孩子由于不能

确定照料者是否以及何时会回来关照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就会变得紧

张和过分依赖，表现出对他人的过分贪求。

最后第三组婴儿的照料者在关照孩子时，带着拒绝或敌对的态度

勉强为之。孩子就会认为他人是靠不住的，因而在与他人的关系上畏

缩不前，表现出回避型（avoidant）依恋。回避依恋型的孩子经常怀

疑和迁怒他人，不容易形成信任和亲密的人际关系。



更重要的是，研究者认为早期的人际经验会影响个体后来人际关

系的发展进程。的确如此，孩子依恋类型的差异表现得如此泾渭分

明，所以依恋过程成为研究的热点。当儿童面对危险的陌生环境时，

安全型的儿童会跑向妈妈，很快安静下来，然后开始勇敢地探索陌生

的新环境（Ainsworth et al.，1978）。焦虑—矛盾型的儿童则会大

哭大闹，紧紧抱住妈妈，完全不顾父母的安全保证。而回避型的儿童

往往躲开大人，保持和父母的距离，即使在害怕时也不愿意发生亲密

接触。



孩子表现出的这些依恋类型生动鲜明，但直到研究者（Hazan &

Shaver，1987）发现成人在处理亲密关系时也会表现出类似的反应方

式，依恋类型才真正引起了人际关系研究者的注意。他们的一项研究

（Hazan & Shaver，1987）调查了美国丹佛市《落基山新闻报》的读

者，发现大多数人认为依赖他人是轻松愉悦的，即他们的亲密关系是

安全型的。但是约40%的人认为自己不安全，他们要么很难信任和依赖

伴侣，要么十分担心自己的亲密关系能否持续。此外，受访者还要报

告童年经历和目前对亲情、爱情的态度，结果表明这些和他们的依恋

类型是一致的。安全型的人一般对自己和他人都有积极的看法，记忆

中父母也是充满爱心、提供支持的人。相反，不安全类型的人认为他

人不靠谱或不能信任，记忆中的父母也是矛盾或冷漠的。

随着这些具有启发性的研究结果的公布，依恋研究迅速成为人际

关系科学最热的研究领域之一（如Cassidy & Shaver，2010）。研究

者很快发现，成人有四种而非三种依恋模式。人际关系专家巴塞洛缪

（Bartholomew，1990）指出，人们避免和他人亲密接触，有两种不同

的原因。一种情况是人们期望和他人交往，但又对他人戒心重重，害

怕被人拒绝和欺骗。另一种情况是人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真正地

喜欢我行我素和自由自在，而不愿意与他人发生紧密的依恋关系。

因此，巴塞洛缪认为成人有四种依恋类型（见表1.1）。第一种安

全型（secure），和儿童的安全型依恋完全相同。第二种痴迷型

（preoccupied），是巴塞洛缪给焦虑矛盾型的新名称，因为这种类型

的人若要感觉心安，就得过分地依赖于他人的赞许，所以他们过度地

寻求认同，沉溺于人际关系，担心关系破裂。

表1.1　巴塞洛缪提出的四种依恋类型



资料来源：Bartholomew，1990.

第三和第四种依恋类型反映了两种不同的“回避型”。恐惧型

（fearful）的人因为害怕被拒绝而极力避免和他人发生亲密关系。虽

然他们希望有人喜欢自己，但更担心自己因此离不开别人。相反，疏

离型（dismissing）的人认为和他人发生亲密关系得不偿失。他们拒

绝和他人相互依赖，因为他们相信自己能自力更生，也不在乎他人是

否喜欢自己。

现在普遍认为可以在两个维度的基础上区分这四种依恋类型

（Fraley et al.，2000）。首先，人们在回避亲密（avoidance of

intimacy）的程度上有差别，这会影响人们接纳相互依赖的亲密关系

的难度和信任程度。在亲密关系中感到舒心和轻松的人，回避亲密的

程度就低；而与伴侣亲密接触时烦躁不安的人，其回避亲密的程度就

高。其次，人们还在忧虑被弃（anxiety about abandonment）的程度

上有差别，即害怕他人认为自己没有价值而远离自己。安全型的人在

与他人亲密接触的过程中非常安心，不会担心别人会苛刻对待自己；

因而能积极快乐地寻求亲密、相互依赖的人际关系。相形之下，其他

三种类型的人充满焦虑和不安，在亲密关系中如坐针毡。痴迷型的人

渴望亲密接触但害怕被拒绝。疏离型的人并不担心被拒绝，但却不喜



欢亲密接触。至于恐惧型的人则两者兼而有之，在亲密关系中坐立不

安又担心亲密关系不能长久（见图1.5）。

需要注意，回避亲密和忧虑被弃这两个依恋维度能由低到高连续

变化。这就意味着，虽然我们能很方便地讨论依恋类型的差异，好像

它们不会重叠，是分离、纯粹的类别，但实际上并非如此（Fraley &

Waller，1998）。当要求参与者从表1.1中选出最符合自己的依恋类型

时，大多数人（通常60%左右）认为自己是安全型依恋（Mickelson et

al.，1997）。[5]然而，如果有人在回避亲密和忧虑被弃两个维度上

都表现出中等水平，应该归入哪种依恋类型呢？对于忧虑和回避都适

中的人，套用上述四种依恋类型的任何一种都是不适合的。

所以不要绝对化地理解图1.5所示的依恋类型。应该这样来理解依

恋的复杂性：存在忧虑和回避这两个重要因素，它们塑造了人们在人

际交往中表现出的全部适应性行为（测量忧虑和回避程度的问卷见60

页的专栏2.3）。这两个因素都重要，如果你比较任一维度上的高分和

低分人群，就会发现他们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差别很大。的确，最近

的依恋研究（如Birnie & Lydon，2011）不再简单地把人们分为安

全、痴迷、恐惧或疏离四种类型，而是给出人们在忧虑和回避两个维

度中的相对位置。



图1.5　依恋的双维度图

尽管如此，把依恋类型分为四类简单明了，所以仍广泛沿用，深

入人心。在1990年之前，研究者只探讨三种依恋类型：安全型、回避

型和焦虑矛盾型。现在则一般认为存在四种依恋类型，但不会认为它

们是没有任何共同点的对立类别，而是视为称呼不同忧虑和回避分数

组合的便利标签。依恋风格差异最大的地方或许表现在“安全型”和

不安全类型的人（高忧虑被弃或高回避亲密的人，或兼而有之）。现

在的重点是，依恋类型看似是人们对人际关系的适应行为，这种适应

大部分是从与他人交往的经验中习得的。我们带入新的人际关系的癖

好和观点，部分来自于与以前伴侣的交往经历，这是人际关系适应行

为最好的例证。

下面我们来仔细分析人际关系的适应行为。任何人际关系都受到

很多不同因素的影响——这也是本章的主题——婴儿和成人的行为表



现都会反过来影响到对方对待自己的行为，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比

如，父母都知道婴儿天生具有不同的气质和唤醒水平。有些新生儿具

有轻松快乐的气质，有些则好动闹腾。个性和情绪性的天生差异也使

儿童的养护难度高低有别。因此，婴儿获得的养护水平部分地取决于

儿童自身的个性和行为；这样，依恋类型受到个体与生俱来的特质影

响，基因塑造了我们的依恋类型（Picardi et al.，2011）。

然而，我们的经验在塑造之后的依恋关系上甚至起着更大的作

用。父母对我们接纳或拒绝的程度在很早就有巨大的影响（Rohner &

Khaleque，2010）。怀孕时快乐的准妈妈与焦虑矛盾的准妈妈相比，

前者的孩子在1年后更可能具有安全型依恋（Miller et al.，

2009）。婴儿出生后，悦纳亲密、夫妻和睦的妈妈一般能成为周到体

贴、充满爱心的照料者（Seluck et al.，2010），故而安全型的妈妈

往往有安全型的孩子，而不安全型的妈妈则往往也有不安全型的孩子

（Holman et al.，2009）。不过，即使婴儿天生难缠、易怒，如果训

练妈妈们养护婴儿时的敏感性和回应性，她们的孩子则比没有接受类

似训练的妈妈们的同类孩子更可能表现出安全型依恋（van den

Boom，1994）。妈妈对儿童依恋类型的影响在学前期之后仍未结束

（Berant et al.，2008）。7年级的少年接受的养护能预测他们成年

后在爱情和友谊中的行为表现；父母给予关爱和支持的少年在数年后

对待恋人和朋友更加热情（Cui et al.，2002）。毫无疑问，年轻人

把从家中学到的经验运用到了以后的人际关系上（Zayas et al.，

2011）。

然而，我们并不会被动地受童年经验的束缚，因为依恋类型不断

地受到我们成人后经历的影响（Zhang，2009）。依恋类型既然是习得

的，就可能发生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依恋类型的确会发生新的改

变（Chopik et al.，2011）。一次悲痛欲绝的分手会让原本安全型的

人不再安全，一段如胶似漆的恋情也能慢慢让回避亲密的人不再怀疑



和戒备亲密感情（Birnie & Lydon，2011）。在两年之内，足有三分

之一的依恋类型可以发生实质性变化（Davila & Cobb，2004）。

尽管依恋能改变，但它们一旦确立后，既稳定又持久，并影响人

们新建立的人际关系，加强已有的行为倾向（Scharfe & Cole，

2006）。例如，恐惧型的人如果坚持孤僻，回避相互依赖，就可能永

远不会发现有些人可以信任，不会发现亲密可以令人心安，这又加重

了他们的恐惧型依恋。如果没有大起大落的新经历，人们的依恋类型

可以持续数十年（Fraley，2002）。

所以，我们对紧密关系性质和价值的总看法，看来是由我们体验

到的亲密关系的经验所决定的。我们幼时对人际交往价值和他人是否

可信的观念，起源于我们与照料者的交往，由于运气的好坏，我们就

此走向了信任或恐惧的亲密关系之路。这段历程永远不会停止，同行

者随后给予的阻碍或帮助会改变我们亲密关系的方向和进程。视乎人

际交往经验的不同，我们习得的依恋类型既可随时间发生变化，也可

永久保持稳定。

个体差异的影响

依恋类型一旦形成，就决定了人们与他人交往时显示出的独特个

体特征。每个人都是由不同的经验和特质组合而成的独特个体。这些

经验和特质又塑造了不同的能力和偏好，正是这些差异影响了我们的

亲密关系。例如在爱情关系中，情侣双方某些依恋类型的匹配可能比

其他的匹配要好得多，也就是说，更让人满足和稳定（Jones &

Cunningham，1996）。假若痴迷型的人爱上了疏离型的人，就产生了

依恋类型的不匹配。痴迷型的人会因对方的感情疏远而气馁，而疏离



型的人则会因对方的依赖和干涉而烦恼。双方都不如与安全型的爱人

相处时轻松。

一点也不奇怪，我们与某些人相处融洽，而与另一些人则格格不

入，大家都知道这一点。下面我们将从两个方面探讨这一简单事实背

后的原因。首先，我们将探讨个体差异的本质，这种个体差异常常是

渐进微弱的而不是突然剧变的。然后，我们要阐明个体差异如何影响

亲密伴侣的行为。我们将重点考察四种不同类型个体差异：性别差

异、性认同差异、人格差异和自尊差异。

性别差异

此刻你正在做的事情就与众不同。你在阅读一本人际关系科学的

学术著作，大多数人可能不会这么做。这可能也是你读到的人际关系

科学第一本严谨的教材，所以你需要正视（能改正最好）你对亲密关

系中男女行为差异所持的刻板印象。

这或许并不容易。我们都习惯性地认为男女两性处理亲密关系的

方式各异，正如畅销书《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的作者所

言：

男人和女人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不一样。他们不仅在交流方式上不同，而且在思考、

感受、感知、应答、反应、示爱、需要以及欣赏等方方面面也全不一样。他们似乎来自不同

的行星，说着不同的语言，汲取不同的营养（Gray，1992，p.5）。

天啊，男人和女人看上去是两种不同的动物，难怪男女关系存在

这么多问题！

然而实际情况更为复杂。人类特质变化的范畴很广，（在多数情

况下）如果把拥有某种特质或能力的人数画成图，就得到一条独特的

曲线即正态曲线。正态曲线描述了某种特质在特定水平上的人数。正



态曲线的特点有二：第一，大多数人的才华或能力只比平均水平略好

或略次；第二，大多数特质的极端水平，即过高或过低的特质，都十

分罕见。拿身高来说，特别高或特别矮的人很少，大部分人的身高都

在同性平均身高的3~5厘米上下浮动。

为什么我们要关注正态曲线？因为一般人对男女两性的认识都存

在刻板印象，把两性在兴趣、风格和能力上的差别过度夸大了。比

如，认为男性比女性更对性事感兴趣（见25页专栏1.3）。人们对两性

形象的认识更类似于图1.6描述的情形：两性之间的平均差异很大，几

乎没有共同点。但尽管有所谓“火星”和“金星”的刻板认识，实际

情况并非如此。在第9章我们会发现，男人平均起来比女性有更高的性

驱力。但是实际的性别差异却如图1.7所示：两性之间的兴趣和才能重

合的程度很大（Hyde，2007）。

图1.7的3张图片分别展示了研究者认为的较小、中等和较大的性

别差异。从形式上看3张图的统计d值不同，d值是表示组间差异大小的

指标。[6]在性态度和行为上，图A代表男女两性第一次发生性行为的

年龄（男性一般比女性小一点）；图B代表男女两性手淫的频次（男性

比女性手淫次数更多）；图C代表实际上并不存在、假设的较大性别差

别。最近有项大数据研究分析人类的性行为，涉及87个国家共1 419

807名参与者，结果在男女两性的性态度和行为上并没有发现任何如图

C所描绘的那么大的差异（Peterson & Hyde，2010）。非常明显，这

些实际生活中的例子和图1.6所描绘的刻板印象完全不同。更具体地

说，这些例子揭示了心理学上关于两性差异的三个重要观点。



图1.6　想象中的性别差异

通常人们对性别的刻板印象认为两性差异非常大，男性和女性在处事风格和兴趣爱

好上没有重合之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图1.7　实际上的性别差异表现为有重合的正态曲线

这3张图分别描绘了较小、中等和较大的性别差异。（为简便起见，假定两性在横坐

标上的态度和行为变化范围是一样的，现实中并非总是如此。）



● 有些两性差异的确存在，但非常小（不要被专业的术语误导，

研究者提及的“显著的”性别差异通常指“统计学上的显著性”——

就是说差异在数字上是可靠的——但差异或许根本不大）。本书中谈

到的两性差异，几乎全部是较小到中度程度的差异。

● 两性性别内的行为和观点差异通常远大于两性之间的平均差

异。男性较女性更能接受随意、短暂的性关系（Peterson & Hyde，

2010），这未必表示所有男性都喜欢随意的性关系。有些男人喜欢与

陌生人发生性行为，但也有些男人根本不喜欢这样做，这两组男性在

性生活上的相似程度远不如男性和女性的平均水平。换句话说，尽管

在性放任上存在两性差异，一位非常性放任的男人与女性性放任的平

均水平的差别，远低于他与另一位性保守的男人在性放任上的差别。

● 由于两性的行为和观点在正态分布上重合的程度如此之大，以

致即使平均得分低的性别中也有许多人的得分高于另一性别的平均得

分。在中等程度的性别差异上（男性高于女性，d值为0.5），仍有三

分之一女性的得分高于男性平均水平。这就意味着，假如你要寻找性

放任的家伙，不要因为听说“男人比女人在性上更放纵”就只找男

性；你应该找性放任的个体，其中许多是女性，尽管两性之间存在差

别。

归根结底，由于两性之间的共性如此之多，所以在人际关系科学

研究的许多维度和方面，其相似性远大于差异性（Hyde，2007）。其

实，“性别差异”这种说法具有误导性，因为它只强调两性之间的差

异性，而忽略相似性，这容易使人产生错误的认识。所以，宣扬男人

和女人来自不同的星球根本就是误导人，因为它根本就不对。“研究

不支持男人和女人来自不同文化的观点，更别提来自不同的世界了”

（Canary & Emmers-Sommer，1997，p.6）。根据你在本书中接触到的

严谨的人际关系学，更精确的说法是“男人来自北科州，女人来自南



科州”（Dindia，2006，p18），或者正如我们某天看到的汽车贴纸所

写：“男人来自地球，女人也来自地球，好好相处吧!”

所以，亲密关系中的性别差异并不像一般人认为的那般重要和有

影响。但既然你读到了这本亲密关系的严谨著作，你就需慎重地思考

并合乎理性地解释性别差异。有些性别差异很有意思，有时还很重

要，它们是人际关系的重要方面，接下来的几章我们逐一介绍。但性

别差异是以两性之间更多的相似性为前提而存在的，与整个人类的变

化幅度相比，性别差异算不上太大。也许，我们需要做更多工作并进

行更复杂和精确思考的应该是个体差异，而非性别差异。个体差异才

是影响人际交往的更重要的力量。无论男女，人们在很多方面彼此各

异（例如依恋类型），这些差异一般都比性别差异更能影响人际关

系。

性认同差异

我要对人际关系条分缕析，进一步区分亲密关系中的性别差异和

性认同（gender）差异。确切地讲，性别差异指的是源自身体的两性

生物性差异。相反，性认同差异指的是由文化和教育引起的两性在社

会性和心理上的差异，或者叫社会性别（Wood & Eagly，2009）。例

如，养育子女后，女性为母亲，男性为父亲，这就是性别（生理）差

异；但认为女性比男性更有爱心，更关心孩子的社会共识，则反映的

是一种性认同差异。许多男性和女性一样充满柔情、富有爱心地关心

下一代，但如果我们希望和鼓励女性成为儿童的主要照料者，那么我

们就会在养育风格上人为地制造文化上的性认同差异，这种性认同差

异并非与生俱来的自然天性。

要分清性生理和性认同的差异殊为不易，因为加诸于男性和女性

的社会期望、教育训练和他们的生物学性别差异常常混淆在一起



（Wood & Eagly，2010）。例如，因为女性能哺乳而男性不能，所以

人们往往以为半夜为新生儿哺乳的一定是妈妈，而且妈妈肯定比爸爸

做得好，即便婴儿吃的是奶粉，只需要把奶瓶放到微波炉加加热！要

分清生物和文化在塑造我们的兴趣和能力中所起的作用并不容易。尽

管如此，区分性生理和性认同两者的差别仍很重要，因为两性间的性

认同差异大部分是在成长过程中习得的。

性认同最好的例子是性别角色（gender roles），即社会文化所

期待的男女两性应有的“正常”行为模式。男人当然应该有“男子

气”，他们应该自信、独立、果敢、能干、好强。女人就应该有“女

人味”，热情、敏感、多情、友善。大多数人都认为男人和女人是相

反的两性，因此全世界都不同程度地期望男性和女性有各自不同的独

特社会行为（Kite et al.，2008）。然而遗传在决定人们自信或友善

的倾向时只起到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作用，大部分行为是后天习得

的（Cleveland et al.，2001；Lippa & Hershberger，1999）。文化

的影响持续而广泛，它通过社会化和榜样学习（而非生物学上的性别

差异），促使我们期待所有的男性都应该有阳刚之气，所有的女性都

应该温柔细腻（Reid et al.，2008）。

然而，刻板印象并不像你认为的那般符合现实中的人；只有一半

人的特质刚好符合性别角色期望（Bem，1993）。相当多的人（约

35%）并不是完全的“男子气”或“女人味”，他们既自信又热情，既

敏感又独立。这些人同时拥有传统上认为应该属于男性和女性的特

质，因而被称为双性化（androgynous）。如果双性化这种说法看起来

别扭，那可能是由于过于僵化地使用词汇：表面上看，“男子气”和

“女人味”不可能同时并存。实际上，由于这些词语容易使人误解，

研究者常用其他词汇来代替。把与任务有关的“男子气”的才能称为

工具性（instrumental）特质，把与社交和情感有关的“女人味”的

技能称为表达性（expressive）特质。这两类特质在同一个人身上出



现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双性化的人可能是这样一个人：在职场激烈的

薪酬谈判中能有效而强悍地捍卫自己的利益；但回家后又能细腻而温

柔地安慰刚刚失去宠物的孩子。大多数人只擅长一种技能，在一种情

境下显得游刃有余，另一种情境下就不会那么轻松。而双性化的人在

两种情况下都能驾驭自如（Cheng，2005）。

实际上，最好把工具性和表达性视为男性和女性都拥有的两组能

高低变化的不同技能（Choi et al.，2007）。看看26页的表1.2，传

统的女人表达性高而工具性低，她们热情友好，但不够自信主动。符

合传统期望的男人应该具有高工具性、低表达性的特质，他们是坚忍

而强悍的铁血真汉子。双性化的人具备工具性和表达性两种特质。剩

下的人（约15%）要么具有在传统上属于异性的技能（称为“跨类

型”），要么缺乏这两组技能（称为“未分化”）。在双性化、跨类

型和未分化各类型内的男女比例大体相当，所以就性别差异而言，把

两性视为具有不同特质的完全不同的两类人，既简单化又不准确

（Bem，1993）。



不管怎样，人际关系的研究者都特别关注性认同差异。因为正是

这些差异“实际上造成了许多不和谐”，最终导致人际关系失败，而

不是让两性关系变得更融洽（Ickes，1985，p.188）。从相遇的那一

刻起，传统的男性和女性并不如双性化的人那样欣赏和喜欢对方。在

一个经典实验中，研究者（Ickes & Barnes，1978）把男女配成对，

一种条件下配对的男女都符合传统的性别角色，另一种条件下配对的

双方至少有一位是双性化的。介绍两人认识后，他们有5分钟的时间在



房间单独相处。研究者秘密地录下了这段时间双方的交往过程。结果

令人吃惊，传统型的男女双方很少说话，很少注视对方，甚至看不到

笑容，事后报告喜欢对方的程度也没有其他配对高。（请想一想：从

行为方式来看，男子气十足的男性和女人味浓厚的女性有哪些共同

点？）如果双性化的男人遇上传统型的女人，或双性化的女人遇上传

统型的男人，或者两个双性化的男女碰到一起，他们都比两个传统型

的男女相处更为融洽。

表1.2　性别角色

更重要的是，传统型夫妇的这些缺憾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

失。对婚姻满意度的调查发现，坚持传统刻板性别角色的夫妇一般不

如非传统的夫妇婚姻幸福（Helms et al.，2006）。剽悍大丈夫和温

柔小女人因为在处事风格和才干能力上差别很大，他们往往并不如那

些不太传统、不太符合性别刻板印象的夫妇幸福快乐（Marshall，

2010）。

对此无需大惊小怪。人们一旦投身于亲密关系之中，都期望得到

关爱、温情和理解（Reis et al.，2000）。表达性低的人（不怎么热

情、温柔、敏感）不太容易表现出热情和温柔；也不怎么充满深情

（Miller et al.，2003）。因此，长期来看，与表达性低的人结婚就



不 如 与 那 些 更 敏 感 、 贴 心 和 友 善 的 人 结 婚 过 得 满 意

（SteinerPappalardo & Gurung，2002）。因此，屈从于传统的性别

角色对男人是一种伤害，剥夺了他们本可成为更好丈夫的技能。

另一方面，低工具性的人（缺乏自信和个人魄力的人）往往不如

那些高工具性的人（任务导向的技能高的人）自尊程度高和适应能力

强（Stake & Eisele，2010）。在“应对事务”上有能力和效率的人

通常自我感觉良好（Reis et al.，2000）。所以，屈从于传统的性别

角色对女人也是一种伤害，剥夺了她们可能取得更多成功和成就的技

能。传统性别角色也让女人少赚金钱。在全世界，传统型女人比上班

的女人收入低（Stickney & Konrad，2007）。

这一切都表明，工具性和表达性都是有价值的特质，幸福、适应

能力强、有效率和心理健康的人士通常都同时拥有这两组技能（Stake

& Eisele，2010）。详而言之，那些拥有满意、幸福伴侣的理想夫

妻，他们的工具性和表达性通常都很高（Marshall，2010）。在实际

生活中，如果人们可以选择的话，大多数人更喜欢双性化的恋人或配

偶，而不是完全男子气或完全女人味的恋人或配偶（Green &

Kenrick，1994）。

然而讽刺的是，人们往往会给那些不完全符合“恰当”性别角色

的人很大的压力。妇女如果表现得如男人那般好强、自信，很容易被

人认为霸道、无礼和“不像个女人”（Parks-Stamm et al.，

2008），在工作中也更容易受到性骚扰（Berdahl，2007）。然而，如

果性别角色期望有什么性别差异的话，那就是对男性的性别角色期望

比对女性更为严格（Vandello et al.，2008）。女孩像个假小子，大

家都不会放在心上，但是如果男孩子娘娘腔十足，大家就会很担心了

（Sandnabba & Ahlberg，1999）。美国社会的性别角色的变化虽然缓

慢，但的确在改变，尤其是每一代的新生女性都变得更加具有工具性



（Twenge，2009），年轻人也逐渐变得更加男女平等，对男女性别角

色的看法也不那么传统了（Bryant，2003）。但无论如何，即使性别

角色的刻板印象限制了我们的潜能，甚至有时候还是错误的，但它仍

将持续地存在。今天我们仍期望和鼓励男人具有工具性，女人具有表

达性（Heilman & Wallen，2010），这些性别角色期望正是使亲密关

系变得错综复杂的重要因素。

工具性、男子气的人在向他人提供热情、细腻的感情支持时、往往感到不自在

资料来源：Re printed with penrmission of King Features Syndicat.

人格

人们之间的某些重要差异（比如依恋类型和性认同差异）会受经

验影响，历经岁月会发生变化，但也有些个体差异却更为稳定和持

久。人格特质会影响人们一生的人际交往行为（Roberts et al.，

2007），人格特质较稳定，长期也只会缓慢地变化（Roberts &

Mroczek，2008）。

研究者已经发现一些能概括世界上所有人的核心特质（McCrae &

Costa，1997），大部分核心特质会影响人们人际关系的质量（见专栏

1.4）。积极方面看，外向、随和和尽责的人比在这些特质上得分低的



人拥有更丰富、更愉快的人际关系（Malouff et al.，2010）。外向

的人坦率开朗，随和的人善良友好，他们往往招人喜爱。尽责的人努

力工作，做事有条理，他们往往会墨守成规，因而他们在高中并不太

受人欢迎（van der Linden et al.，2010），但他们长大成人后，能

成为值得依赖、信守承诺的亲密伴侣。“尽责心不够的人会透支他们

的信用……取消计划、怨天尤人、疏懒嗜睡、违背承诺”（Jackson

et al.，2010,p.507）,因此他们往往是不可靠的伴侣。

然而，大五特质中最重要的却是那个有消极作用的特质：神经质

（Malouff et al.，2010）。神经质的人容易发怒和焦虑，这些不良

倾向往往会引起人际摩擦、悲观情绪和争执（Suls & Martin，



2005）。的确，一项对300对夫妇历经45年的纵向研究发现，婚姻生活

满意和幸福的程度10%可由他们订婚时的神经质得分来预测（Kelly&

Conley，1987）。神经质越弱的夫妇越幸福。每个人都有好日子和坏

日子，但有些人的坏日子好像特别多（好日子特别少）——这些不幸

家伙的亲密关系很可能非常糟糕、令人失望。

与大五特质一起影响人际关系的还有其他更特殊的人格变量，我

们将在后续章节中探讨。现在请注意，人格影响人际关系的程度远大

于人际关系影响人格的程度（Asendorpf & Wilpers，1998）。例如，

人们是否会结婚，似乎有部分是由基因决定的（Johnson et al.，

2004）。某些先天的人格特征可能让人晚婚，而且这种倾向不大会受

到他们后来经历的影响。然而，即便是顽固的人格特质，一定程度上

也受到人际关系的影响（Lehnart et al.，2010）。不满意和糟糕的

人际关系会逐渐让人变得更焦虑和神经质，而热情、有价值的伴侣关

系会逐渐让人变得更随和、平易近人。但这些影响是微弱的，人际关

系对我们即将考察的最后一个个体差异的影响可能更大，这就是：人

际交往中的自我评价。

自尊

大多数人喜欢自己，也有人不喜欢自己。对自我的评价构成了自

尊（selfesteem）。如果对自己的能力和特质持正面评价，自尊水平

就高；如果怀疑自己，自尊水平就低。因为高自尊的人一般比低自尊

的人活得更健康、更幸福（Crocker & Luhtanen，2003），所以人们

普遍认为自我感觉良好有益身心（Swann & Bosson，2010）。

但人们是怎样喜欢上自己的呢？具有启发性的主导理论认为，自

尊是人们的主观计量器，即“社会关系测量仪”（sociometer），可

以测量我们人际关系的质量（Leary& Baumeister，2000）。如果他人



喜欢我们，我们就喜欢自己；如果他人积极地对待我们并看重与我们

的关系，自尊水平就高。然而，如果我们不能吸引别人的关注——如

果别人似乎并不在意我们是否会介入他们的生活——自尊水平就低。

根据社会测量理论，自尊就是以这种方式运作的，因为自尊是满足我

们归属需要演化而来的机制。这种观点认为，因为生殖成功取决于能

否待在部落里以及被他人接纳，所以早期人类对能预示他人拒绝的任

何排斥信号都变得敏感起来。自尊就成为心理测量器，提醒个体警惕

他人拒绝接纳自己，他人的厌恶和冷漠会逐渐使个体讨厌自己

（Leary，2010）。



这一观点和我们对自尊起源和运作特点的了解非常一致（Leary &

Baumeister，2000）。毋庸置疑，假设人们认为自己对异性有吸引

力，则自我感觉就会良好（Brase& Guy，2004）。我们从他人那里感

受到的尊重明显地影响到随后的自我评价（Stinson et al.，

2010）。详而言之，人际拒绝会损害人们的自尊，而其他沮丧事件则

不会。研究者的一个巧妙实验证实了这一点，研究者让参与者相信自

己会被一个吸引人的小组开除，开除方式要么是随机抽取，要么是被



组内成员投票开除（Leary et al，1995）。即使两种情况下都没有好

结果，投票拒绝比随机拒绝让被拒绝者感觉更糟糕。有意思的是，有

他人目睹的公开事件比私人事件（事件完全一样，只不过只有当事人

自己知道）对自尊的影响更大。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在许多领域自

我评价似乎极大地受到我们所以为的他人看法的影响（Koch &

Shepperd，2008），这一点全世界亦然（Denissen et al.，2008）。

进一步的证据是，我们人类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如果他人不喜

欢我们，我们要喜欢自己非常困难（的确，这样做很不现实）。大多

数情况下，如果不能从他人那里获得足够的接纳和欣赏，长期处在低

自尊的人就会形成负面的自我评价。

有时，非常不公平。有些人自己没有任何过错，却成了糟糕人际

关系的牺牲品。尽管他们招人喜爱，有良好的社交能力，却因为他人

的苛刻对待产生了低自尊。当这些人进入伙伴更友善、更欣赏的新人

际关系又会怎样呢？他们接受到的新反馈能否慢慢提高他们的低自尊

呢？

这却未必。一系列令人信服的研究发现，低自尊的人有时低估伴

侣对他们的爱，以致损害亲密关系（Murray et al.，2001），还觉知

到根本就不存在的伴侣忽视（Murray et al.，2002）。请看表1.3。

自我评价低的人很难相信伴侣会真正深深地爱着自己（Murray et

al.，1998），结果，他们往往都对持续的爱情不乐观。低自尊者“即

使处在亲密关系之中也往往（毫无根据地）认为伴侣对自己的感情非

常不可靠”（Holmes& Wood，2009，p.250）。这又使他们对伴侣偶尔

糟糕的情绪反应过度（Bellavia & Murray，2003）；与高自尊者相

比，他们会感到更多的拒绝，遭受更多的伤害，变得更容易发怒。这

些痛苦情感使他们更难建设性地行动，以应对臆想中的危险。当亲密

关系出现挫折时，自我评价高的人却能拉近和伴侣的距离，努力修复



亲密关系，低自尊的人则防御性地把自己隔离起来，生闷气，乱搞一

通（Murray，Bellavia et al.，2003），还觉得自己更加糟糕

（Murray，Griffin et al.，2003）。

表1.3　伴侣怎么看我

默里（Murray，2008）认为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变得依赖他人

时总要冒很大的风险。与亲密伴侣的紧密联系让我们享受到支持和关

心的丰厚回报，但如果发现伴侣不值得信赖，也让我们容易受到背叛



和拒绝的极具破坏性的伤害。高自尊的人因为对伴侣给自己的爱恋和

关心充满信心，即使亲密关系出现困难也能和伴侣拉近距离。相反，

低自尊的人则持续地怀疑伴侣对自己的关心和信赖，所以一旦关系变

糟就从伴侣身边离去，以保护自己免受伤害。默里指出，我们都需要

在与他人的联系和自我保护间保持平衡，但低自尊的人总把他们脆弱

的自尊心置于亲密关系之上。

结果是，低自尊者的自我怀疑和敏感脆弱使他们从无数的琐事中

制造出堆积如山的问题。他们错误地以为爱情之路上的磕磕碰碰是伴

侣拒绝承诺的不祥之兆。然后，又表现出令人反感、自我打击式的伤

害和愤怒，完全隔断了自己渴望的伴侣的安慰。相形之下，高自尊者

对同样的小磕绊完全不以为意，信心十足地期待伴侣对自己的接纳和

正面评价。最终的结果非常不幸，低自尊一旦形成后就很难克服；即

使结婚10年后，低自尊的人仍倾向于认为自己的伴侣不如恩爱夫妻那

般爱恋和接纳自己（Murray et al.，2000）。

因此，低自尊好像既来自人际关系，又影响着随后发生的人际关

系（Carmichael et al.，2007）。我们的自我评价似乎至少部分地取

决于我们与他人交往的质量。这种自我评价影响着随后与新伴侣的交

往，新伴侣又进一步证实我们人际关系的价值。可以这样说，我们对

自己的认识来自于与他人的人际关系，并影响着人际关系的后续发

展。

人类本性的影响

在考察了人与人之间不同的个体特征之后，现在可以讨论人际关

系中一些更基本的、反映人类共有的动物本性的问题。我们这里关注



的重点是演化的作用，演化历经无数代塑造着我们的人际关系，潜移

默化地使每个人都表现出一定的倾向性（Confer et al.，2010）。

演化心理学有三个基本假设。第一个假设，性选择（sexual

selection）使人类成为今天这样的物种（Flinn & Alexander，

2007）。你或许听过自然选择，它指动物比其他同类更能有效地应对

天敌和环境挑战（如食物匮乏）的天赋优势。性选择意味着能更成功

地繁殖后代的优势。更为重要的是：

与大多数人认为的相反，演化和适者生存一点也没关系。你死还是生并不是个问题。

演化的关键是繁殖后代。尽管所有的有机体最终都会死亡，但并非所有的有机体都能繁殖后

代。而且在能繁殖后代的有机体中，有些繁殖的后代数量更多（Ash & Gallup，2008，

p.313）。

这种观点认为诸如归属需要这类动机之所以成为人类的重要特

征，是因为它具有适应性，赋予拥有这些动机的个体某种繁殖优势。

正如我前面谈到的，那些寻求与他人亲密合作的早期人类可能比那些

不合群的孤独者更容易繁殖后代和遗传基因。长此以往，到了一定程

度时，与他人交好的愿望就具有遗传性（现在就是这样，Tellegen et

al.，1988）。性选择使得归属需要越来越普遍，生下来就没有归属需

要的人就越来越少了。与这个例子一致，演化学原理认为：任何普遍

的心理机制之所以以它目前的形式存在，是因为它一直有利于人类解

决过去的生存或繁殖问题（Confer et al.，2010）。

第二个假设，演化心理学认为两性之所以存在差异，只是因为某

种程度上他们在过去面临着不同的繁殖困境（Geary，2010）。因而，

除了在那些不同、特异化的行为方式上（这种行为方式能更好地接近

异性和提升后代的生存优势）存在性别差异外，男女双方在亲密关系

中的行为应该很相似。这样的情况存在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先来看

两个设问：



假如某男子一年之内与100个不同的女人发生了性关系，他会是多少个孩子的父亲？

（答案当然是“很多，或许多到100个。”）

假如某女子一年之内与100个不同的男人发生了性关系，她能生育多少个小孩？（可

能只有1个。）

显而易见，男女双方为生育孩子投入的最低限度的时间和精力有

很大差异。对于男人，最低要求可能只是一次射精；如果有足够多的

能生育的女伴，男人一生可以生养数百个孩子。而女人只有在绝经前

才能生孩子，每生养一个孩子都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男女双

方在生养孩子上的养育投入（parental investment）的生物学差别，

引起了男女双方在选择配偶时进化出不同的策略（Geary，2000）。可

以想见，考虑到女性的繁殖能力有限，那些认真挑选配偶的女性祖先

繁殖就更为成功（她们有更多的孩子存活下来，又去繁殖自己的孩

子），而那些挑选配偶不太认真的女性祖先繁殖就没有这么成功。男

性刚好相反，那些追求和利用每一次交配机会的乱交式的男人繁殖就

更为成功。如果他们频繁地变换性伴侣，其后代可能不容易存活，但

是这种（养育）质量上的不足可以用（孩子）数量来弥补。所以，当

今的妇女——正如这一演化学理论所预测的那样——在选择性伴侣时

比男性谨慎得多。她们要求男性伴侣聪明、友善、有名望、性情稳

定，而男性选择女性伴侣则不会这么苛刻（Kenrick et al.，

1990），女性也不像男性那样对随便、不忠诚的性行为感兴趣

（Schmitt，2005）。或许这种性别差异是长期演化的结果。

另一个繁殖上的性别差异是女性总是能确知某个孩子是否是自己

亲生的。相比之下，男性则会遭遇父系不确定（ paternity

uncertainty）的困扰；除非他完全自信伴侣会忠于他，否则他不可能

绝对确定伴侣生的孩子就是自己的孩子（Buss & Schmitt，1993）。

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即使女人的不贞行为比男人少（Tsapelas et

al.，2011），男人对于红杏出墙的威胁分外警惕，这一点较女人为甚

（Schutzwohl，2006）。这种性别差异也可能是长期演化的结果。



演化学的观点还能用来解释人们在短期和长期性行为策略上的不

同（Buss & Schmitt，1993）。男女双方在短期的艳遇和长期、稳定

的亲密关系中所追求的异性的特征存在差别。详而言之，男人比女人

更渴望短期的性关系；更嗜好与多个伴侣保持短期的风流关系，建立

新的亲密关系后，也比女性更早地发生性关系（Schmitt，2005）。结

果是，男人在猎艳时，看起来性感且“容易”得手的女人特别有吸引

力（Schmitt et al.，2001）。然而，如果男人想结婚安顿下来，常

常偏好贞洁的女人作为将来的伴侣，即使这个男人仍然认为在偶然的

性关系中放荡的女子是最理想的目标（Buss，2000）。男人还常常追

求年轻、漂亮的妻子。当男人想确立长期的亲密关系时，比女人更看

重外貌，随着年纪增长，老男人更加喜欢与更年轻的女子结婚

（Kenrick & Keefe，1992）。

女人却表现出不同的模式。女人选择短期性伙伴时——尤其是发

生婚外情时（Greiling & Buss，2000）——更看重性感、有魅力、强

势等有许多阳刚之气的男人。但当评价有潜力的丈夫时，都把经济前

景作为首选，有稳定和较高收入和资源的男人想必能给她们的孩子带

来安全的成长环境，即使这些男人并不是备选丈夫中最性感的家伙

（Gangestad & Simpson，2000）。一般而言，女性比男性更关注长期

伴侣的经济前景和社会地位（Buss，2012）。

通过识别人类共有的行为模式来描绘人类的本性，是演化学观点

最令人信服的方面。实际上，我刚提到的不同偏好——男性看重长

相，女性珍视收入——在很多文化中都有所表现，也在世界各地的研

究中得到证实（Buss，2012）。[7]然而，演化学的观点并不意味着文

化不重要。

的确，演化心理学的第三个假设就是，文化影响决定了演化形成

的行为模式是否具有适应性——并且文化的变化比演化快得多



（Kanazawa，2010）。所以，人类表现出的某些行为模式在远古时期

具有适应意义，但这些遗传下来的行为倾向并不全都适应于我们今天

居住的现代环境。例如，穴居的原始男性如果尽可能地与每一个可能

的女伴交配，他的繁殖就可能更成功。但现代男性不太可能做到了：

仅在过去的两代人中，我们就看到（1）生殖技术的发明（例如避孕

药）能让女性完全掌握自己的生育行为；（2）通过性接触而传染的致

命病毒（引起艾滋病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的传播。如今，对于男人

而言，对多个性伴侣的渴望可能不如数百万年前那般具有适应意义

了。可以想见，现代男性要想繁殖得更为成功，只有表现出更多的兑

现承诺的能力和忠于一夫一妻，以鼓励伴侣为他怀孕。但人类种族仍

在演化，性选择最终会偏利于那些能适应新环境的行为风格，但这种

适应又将经历数千代的时间。（那时我们的文化又将怎样变化？）

因而，演化心理学的视角针对现代人际关系中的共同模式提出了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解释（Eastwick，2009）：某些规律和性别差异之

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是心理机制长期演化的结果，在很久以前都是

有适应意义的。我们并不是机械执行基因指令的机器人，我们所有人

并不相同（Michalski & Shackelford，2010），但我们确实还继承了

由后天环境启动的习惯性反应。而且，这种习惯在一定程度上还能适

应我们现代的情境。行为产生于个人和情境影响的相互作用，但人类

的某些共同反应则是人类本性自身演化的产物：

数千年来人类生存所面临的环境压力遗留下了精神和情感的痕迹。某些遗留下的情感

和行为反应源自我们的远祖，在现代已经没有必要了，但前人生存的这些遗迹不可磨灭地刻

入了我们的性格（Winston，2002，p.3）。

这种富有争议性的观点既得到了赞扬又引来了批评。一方面，演

化学的视角促进了许多有意思的新发现，大多数发现还和演化学的观

点一致（Buss，2012）。另一方面，对于人类本性起源的原始社会环

境的设想必然带有猜测性。此外，对许多有争议现象的解释，演化学



模型并非惟一合理的。例如，妇女在选择伴侣时必须比男性更谨慎，

也的确是因为社会文化通常不允许女性掌握经济资源（Wood &

Eagly，2007）；可争论的观点是，妇女必须关心配偶的钱袋子，因为

她们自己很难赚到男人那么多的钱（Wood & Eagly，2002）。如果赋

予女性和男性同样的性别角色和社会地位，上述性别差异就可能大大

减小了（Eagly & Diekman，2003）。

无论如何，在人际关系中的确存在一些引人注意的模式，它们出

现在世界各地，与文化无关，我在后面的章节中会陆续谈到。无论人

类本性是演化而来还是文化创造（或兼而有之），它的确存在，而且

影响到我们的亲密关系。

人际互动的影响

人际关系的最后一个构成要素是两人之间的互动。到目前为止，

我主要谈到的还是人际关系中个人所特有的经验和人格，现在得承认

人际关系常常大于它各部分相加的总和。人际关系由每一个参与者的

经历和才能组合而成（Robins et al.，2000），这些总和也许比构成

它们的个体简单相加要大得多。化学家常常以这种方式来思考：把两

种元素结合在一起（比如氢和氧）就得到化合物（如水），这个化合

物与组成它的任何部分都不一样。类似地，两个人创造出的人际关系

来自于每个人的贡献，但它也许与这两个人其他的人际关系不太相

似。

就拿你对他人的信任程度来说。即使你是个安全型和可信赖的

人，毫无疑问你对某些人的信任远超另一些人，因为信任是双向的过

程，同时受到你和伴侣双方性情的影响（Simpson，2007）。而且，它



来源于你每天和伴侣不断付出以及不断接受的动态过程；信任是流动

的过程而非静止不变的事物，它在你所有的人际关系中时起时落。

每种亲密关系都像这样。就个体而言，伴侣各方不可避免地会面

临情绪的波动，健康和精力的变化；那么当他们互动时，他们彼此的

相互影响就可能产生千变万化的结果。当然，长此以往，明确而清晰

的互动模式就能区分各种不同的人际关系类型（Zayas et al.，

2002）。但是在任一特定时刻，人际关系可能是一种不稳定的存在，

它是人类复杂互动活动变化的结果。

总之，人际关系是由多种影响因素构成的，其范围从当前文化的

流行时尚到人类种族的基本属性，非常广泛。在这些一般的影响因素

之外，还有很多个体独有的影响因素如人格和经验，它们有些是习得

的，有些是遗传的。最终，两个来自同一星球，但在很多方面存在一

定程度差异的人，开始了他们的互动。互动的结果或许令人沮丧，或

许令人满意。但这种可能的互动结果总是让人着迷，这就是人际关系

的构成。

人际关系的消极面

本章开始时我就强调了亲密关系对人类的价值，所以为公平起

见，在本章结束之际我得承认亲密关系也有一些潜在的代价。我们需

要亲密关系（没有它我们会备受煎熬），但有时我们和他人打交道也

会带来不幸和痛苦。的确，人际关系在很多方面都可能令人失望，很

多书就是针对人际关系的缺陷而写的（Cupach & Spitzberg，

2011）！当人们与他人接近时，可能害怕自己最在乎的秘密被人揭露

或利用。他们还可能担忧伴随相互依赖而来的自主性和自我控制的丧

失（Baxter，2004）。他们或许还担心会被自己所依赖的人抛弃。他



们认识到人际关系可能存在欺骗，人们有时还会混淆了性和爱

（Firestone & Catlett，1999）。实际上，大多数人（56%）在过去

的5年中人际关系都曾陷入困境（Levitt et al.，1996），这些并不

是杞人忧天。

在我们讨论完依赖类型后，你或许就意识到，有些人更害怕亲密

关系（Greenberg & Goldman，2008）。的确，有些人总是担忧别人会

拒绝他们，忧心忡忡地等待亲密关系的破裂（Romero-Canyas et

al.，2009）。但无论我们的担忧是臆想或现实的，我们都有可能经历

人际关系带来的意外的、令人沮丧的伤害（Miller，1997b）。亲密关

系中失望和烦恼的恶果会严重地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Whisman et

al.，2010）。

那么为什么还要冒这种风险呢？因为我们人类是社会化的动物，

我们需要彼此。没有与他人的亲密联系，我们就会枯萎和死亡。人际

关系有时很复杂，但它是我们生活必不可少的部分，所以值得我们仔

细思索。你现在阅读这本书，对此我感到非常高兴，希望在下面的章

节中能更好地帮助你理解亲密关系。

请你思考

马克和温蒂大三的时候在校园相识，他们很快发现彼此很喜欢对

方。温蒂漂亮、非常有女人味还相当温顺，而马克在他们第二次约会

时就勾引温蒂上了床，对此马克沾沾自喜。温蒂着迷于马克的个人魅

力，因为她总是有点不自信，怀疑自己的优点。温蒂感到非常兴奋，

能有一个强势、有非凡魅力的男人为她吸引。在大四的时候他们开始

同居，毕业6个月后就结婚了。他们的婚姻状况保持了传统的伴侣关

系，孩子还小时，温蒂就待在家里照看，马克则致力于自己的事业。



他在职场成功了，加过好几次工资，但温蒂觉得丈夫爱工作胜过爱自

己。她希望丈夫能多和她聊聊天，而马克则希望妻子节食减肥并照料

好她自己。

据你看来，马克和温蒂婚姻生活的前景怎样？如果他们10年后还

在一起会有多快乐？为什么？

[1] 此处及下文的统计数据来自美国统计局（U.S.Census Bureau，其网址为：www.census.gov）、

美国国家健康统计中心（U.S.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其网址为：

www.cdc.gov/nchs）、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re，其网址为：pewsocialtrends.org）以

及人口资料局（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其网址为:www.prb.org）。

[2] 这一事实可能令人沮丧，但你拥有幸福婚姻（假设你选择结婚）的可能性比大多数人都要大。你

正在阅读这本书，你对关系科学的兴趣很可能极大地促进你的亲密关系。

[3] 大部分人并不知道这一点，这个例子说明了我们经常遇到的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流行观点所认

为的真理，关系科学却发现未必如此。这类例子表明对亲密关系谨慎的科学研究的价值所在。无知并非

福。亲密的伴侣关系是复杂的，在常识观点和民间智慧把我们引入歧途时，准确的科学信息尤其对我们有

益处。

[4] 请不要跳过本书的专栏，这些专栏都值得你用心阅读，相信我。

[5] 这里给出的是美国数据。在其他国家，安全型依恋比其他三种依恋任何一种类型都更普遍，但并

没有其他三种依恋类型的总人数多。所以，在世界大部分地区，不安全依恋的人比安全依恋的人更多

（Schmitt，2008）。

[6] 这里d值的计算方法是，把男女平均得分的差值除以每一性别内的平均数差异（即男女得分的标准

差）。计算出的d值可以比较性别差异和男女组内差异孰大孰小。

[7] 这里请你复习一下本章前面学习过的性别差异。两性在喜爱外貌长相和金钱收入的程度上各不相

同，但这并不意味着女人不关心外貌，男人不关心金钱。正如我们将在第3章看到的，男人和女人大都渴望

同样的事物，如爱侣的热情、稳定的情绪、慷慨的关爱等。上述性别差异的确存在，但人们并不愿意以牺

牲两性都渴望的其他有价值的特质为代价去片面地追求长相和金钱（Li，2008）。最后在结束脚注前，你

是否清楚父母不同的养育投入可能会增大我们刚刚提到的两性差异？仔细思考一下，第3章我们再讨论这个

问题。



第2章 研究方法

我敢打赌，研究方法的章节可能会令你畏惧。你可能认为它们是

阅读“精彩内容”之前的鸡肋。比如，爱情、性爱和嫉妒等都是吸引

人的主题，而实验设计和程序却不是你关注的内容。

然而，由于各种原因，掌握一些研究方法的基础知识对于正确理

解人际关系科学十分有必要。举例来说，与其他领域相比，在人际关

系方面似乎有更多一知半解、不懂装懂的所谓专业人士吸引着你的眼

球（Stanovich，2004）。在书店里或者在网络上，充斥着指导人际关

系发展的各种建议和意见，大部分所谓的专家根本就没有研究过人际

关系，他们要么根据自己的个人经历得出结论，要么直接凭空虚构

（Honeycutt，1999）。如果你能辨析真实可信的科学结论和小道传播

的经验之谈，就能避免不必要的精神和物质损失。而且，人际关系学

中的错误信息给人们带来的伤害远大于其他科学。比如说，对天文学

上黑洞性质的错误认识不太可能使人做出危及自身的事情，但是，如

果有人错误地报告离婚对子女的影响，其危害将是真实而具体的。人

际关系研究的结果的确影响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Bradbury，

2002）。

的确，本书所涉及的内容对你私人生活的影响将超过你所读的大

部分其他书籍。因此，你应该责无旁贷地做一名见识广博的读者，从

而能分辨确凿的事实和虚浮的奇谈。

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正如我们在本章看到的，探讨某个特定

研究课题的方法很多，各有利弊。严谨的科学家会系统而认真地收集

和评价各种信息，但没有任何一种单一的研究方法能得出绝对明确的

答案。要深入理解人际关系，需要综合许多研究的结果，需要以明智



而审慎的态度评价和辨别不同的信息。本章将介绍人际关系总的研究

方法以及研究历史，这有助于你做出正确的判断。

这里我们只介绍一些基本的原则，这些原则能帮助你判断哪些证

据可以接受，哪些则应该存疑。我希望你在读完本章后，能分辨出有

实用价值的研究结果和无用的趣闻轶事或臆想。要想更详细地学习研

究方法，可以阅读相关的书籍（如Robins et al.，2009；Leary，

2011）。

关系科学研究简史

早在1687年，牛顿就发现了物理学的基本规律。生物学和化学也

有了好几百年的历史。但是系统地研究人类人际关系却是科学界最近

的创举。这个领域的研究才刚刚起步，许多研究人类亲密关系的科学

家都还健在！这可不是件小事。因为人际关系科学只有短暂的历史，

并不如大多数其他科学那样广为人知，更别提人们对它有什么深刻的

理解了。在大学院校和学术机构之外没有几个人真正了解这门新兴学

科在过去45年所取得的长足进步。

直到20世纪中期，仔细思考人际关系的主要是哲学家和诗人。他

们有许多看法（我们大家难道不是一样），但这些观点也仅仅是个人

之见，很多还是错误的。因而，行为科学家首次对真实人际关系所进

行的实证观察可谓重大的进展。我们可以说，关系科学始于1930年

代，当时有一系列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研究，如对儿童友谊的研究

（参见Moreno，1934）；求爱和婚姻的研究（参见Waller，1937）。

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关系研究相对较少。之后，一些重要领

域的研究赢得了社会的注意和尊重，如怀特（Whyte，1955）的街角社

会（Street Corner Society）研究，费斯廷格、沙赫特以及巴克



（Festinger，Schachter，Back，1950）对大学寄宿生友谊的研究。

但直到20世纪60~70年代，随着人际关系科学在整个科学领域中研究的

激增，关系科学才真正成为一门引起广泛关注的学科。

在此期间，人际关系科学研究最有影响力的进展是社会心理学对

实验室研究的重新关注。为求精确地获得明确的结果，研究者开始研

究他们能够控制和操作的影响人际关系的特殊因素。例如，伯恩和同

事（Byrne & Nelson，1965）所做的一项著名的研究，考察了态度相

似性对喜欢他人的影响。研究者要求参与者仔细阅读一份态度调查

表，并告诉参与者调查表是由隔壁房间的陌生人填写的；然后要求参

与者报告喜欢这个陌生人的程度。参与者并不知道研究者在调查表上

做了控制，调查表要么和参与者自己的态度一致，要么不一致（参与

者的态度倾向稍早已经测评过了）。这种对态度相似性的处理产生了

明显的效果：态度一致比不一致更能让参与者喜欢陌生人。

这类实验程序表明，我们可以通过实验室实验来了解影响人们喜

欢他人的因素，实验方法的严谨性也能满足研究者对研究过程精简和

明晰的要求。伯恩等人对人际吸引的研究得到了学界的认可并开始推

广开来，第一次使人际关系成为社会心理学教科书中必不可少的部

分。然而现在看来，这些研究在表现现实人际关系的天然复杂性上做

得并不好。伯恩实验中的参与者实际上从来就没有与那个填写调查表

的陌生人遇到过或者交往过。的确，在伯恩的实验程序中，参与者与

陌生人谋面是不可能的，因为所谓的陌生人根本就不存在！在这种

“不存在的陌生人”的实验程序里，人们只是对一张纸上的各项内容

打钩或打叉，他们也是研究中惟一真正的参与者。研究者测量的人际

吸引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伯恩和同事是为了有力地得出研究结论，才

选择这一实验方法，把人际关系研究局限在一个精心控制的方面（即

态度相似性）。然而，他们创设的实验情境相当僵化，参与者缺乏与

陌生人第一次会晤时面对面交谈的那种即时性和趣味性。



但是不要低估这类研究的重要性：它们表明对人际关系也能进行

科学的研究，这种研究还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它们第一次真正地使

同行的专家学者们注意到人际关系科学。此后的几十年，经过家庭学

者、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传播学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人际关系学已

经成长和发展为一门包含复杂研究方法的新兴学科。今天的人际关系

学：

● 经常从社会各阶层抽取不同的人群样本作为研究对象；

● 考察家庭、朋友和爱情等多种不同类型的关系；

● 经常对这些人际关系做长期研究；

● 既研究人际关系令人愉快的一面，也研究消极的一面；

● 经常在自然状态下追踪人际关系。

以下是人际关系领域所做研究的一些例子：

● 在美国西北大学，芬克尔和同事（Eastwick et al.，2010）

进行了“速配约会”研究，研究中的单身人士可以轮流和10位可以约

会的异性伙伴短暂交谈。参与者有4分钟与人谈话的时间，研究者记录

他们在交往中的反应，然后参与者开始与下一个异性接触。约会可能

成功，因为如果交谈的双方表示愿意再见到对方，就可约会见面。研

究者给了他们一个网址以便交流信息。这样研究者也能考察人们在追

求 新 的 伴 侣 时 产 生 浪 漫 爱 情 的 影 响 因 素 （ 视 频 请 观 看

http://www.youtube.com/watch？v=4hOKtyQMZeE）。

● 在阿灵顿的德克萨斯大学，威廉·伊克斯（William Ickes）

和同事研究了人们自发的即兴交往过程（这些人刚刚才认识）。他们

把参与者安排在一张舒适的沙发上待上几分钟，同时用隐蔽的摄像机



拍摄下他们的谈话场面（Ickes，2009）。摄像机隐藏在通过大厅的另

外一个房间里，即使你直接面对着它也觉察不到（见图2.1）。然后研

究者邀请参与者到放映室观看他们交往的录像带，并报告在交往的每

一个关键点自己心中的感想（包括认为对方是怎么想的）。这种方法

能客观地记录交往过程，并获取参与者的想法、情感以及对对方的知

觉 （ 实 验 室 网 址 :

http://www.uta.edu/psychology/faculty/ickes/social_lab/）。

图2.1　威廉·伊克斯在阿灵顿德克萨斯大学的实验室平面图

研究中的参与者将被单独地留在图（1）的沙发上——在宽敞的房间内惟一能坐的地

方。麦克风藏在图（2）的咖啡桌下，参与者看不到的摄像头藏在图（3）的房间内

来记录他们谈话的场面。随后，参与者可以在独立的放映室[图中（4）和（5）]观

看录像带，同时说出在他们交往时的所思所想。



● 在亚利桑那大学，马赛厄斯·梅尔（Matthias Mehl）和同事

给参与者装备了可以随身携带的袖珍录音机，以获取他们白天的社会

生活片段（Mehl & Robbins，2011）。这种微型设备一天能记录参与

者身边发生的各种声音70次，每次持续30秒。从这些记录的声音可以

判断参与者独处及交往的次数，他们的交谈轻松愉快还是起了争执。

这种方法可以让研究者了解参与者自然展露的真实生活（在以下网址

你 可 以 录 下 自 己 的 声 音 ：

http://dingo.sbs.arizona.edu/~mehl/EAR.htm）。

● 在西雅图（http://www.gottman.com/research/family/），

约翰·戈特曼（John Gottman）和同事们邀请一些已婚夫妇去一个舒

适的环境，在那里夫妻们可能要花上几个小时来重温引起他们上次争

吵的冲突。他们知道现场会进行拍摄，但片刻后就忘记摄像机的存在

而专注于两人的互动上。研究者甚至对参与者进行了诸如心率和皮肤

电反应的生理学测量。戈特曼等人不辞辛劳地分析观察到的生理的、

情感的和行为反应方面的即时数据，从而能以93%的精确性来预测数年

后这些夫妇的婚姻能否持续（Gottman & Levenson，2000）。

● 奥布琪和威若夫在他们的“婚姻早期岁月”（Early Years of

Marriage，EYM）研究项目中（Birditt et al.，2010），从美国密歇

根州底特律市附近抽取了1986年结婚的199对白人夫妻和174对黑人夫

妻，自结婚后每隔几年就进行回访。此一研究项目特别关注社会和经

济条件对人们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到了2002年，此项目已进行了16

年，有36%的白人夫妻和55%的黑人夫妻已经离婚了（Orbuch &

Brown，2006）。随着时间推移，研究者追踪了所有婚姻从起始到结束

的 过 程 （ 访 问 此 一 研 究 项 目 的 网 站 ：

http://projects.isr.umich.edu/eym/）。



希望你能被这些研究方法所体现出的创造性和丰富性所打动（我

就是）！虽然这些研究方法引人注目，但对于人际关系科学研究的现

状而言，也只不过是沧海一粟。人际关系科学虽然年轻，在全世界却

有来自各个科学领域的成千上万的学者投身其中，他们的研究结果也

发表在各种人际关系的专业学术期刊上。如果你是大学生，你可能看

到过这类期刊：《婚姻与家庭杂志》《社会和人际关系杂志》以及

《人际关系》。你也可以在国际人际关系研究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Relationship Research，最大的国际性人际关系学

家 组 织 ） 查 阅 最 新 的 人 际 关 系 研 究 资 料 ， 其 网 址 是 ：

http://www.iarr.org。

问题的提出

这些学者是如何研究人际关系的？任何科学研究的第一步就是提

出问题。像人际关系这样一个领域，一些问题来自于个人经验。人际

关系研究者与其他科学家相比，更能异常方便地接近他们的研究课

题；他们自己在亲密人际关系中的经验能提醒他们注意某些重要的过

程，有时候他们还阴差阳错地掉进了自己曾力图避免的陷阱中

（Miller，2008）！广泛存在的社会问题也能提示他们某些值得仔细

研究的问题。比如，美国离婚率在20世纪60~80年代的激增引起了对离

婚现象的大量研究，正如社会学家注意到文化变迁产生的影响。

问题也可能来自先前的研究：为回答某个问题所做的研究可能引

发新的问题。还有些问题来自那些想要对关系事件提供解释的理论。

科学的理论既能解释已有的事实，又能做出新的预测，而研究的目的

通常是检验这些预测。亲密关系研究所涉及的问题来自所有这些根

源：科学家把他们的个人观察、他们对社会问题的认识、他们对前人



研究的了解以及他们自己的理论视角结合在一起去挖掘要回答的问题

（Fiske，2004）。

问题本身分为两大类。第一类，科学家可能尝试对某些事件或一

系列事件的自然发生过程进行描述。这种情况下，科学家的目标是尽

可能全面和精确地描述事件的性质。另一类是，研究者要确定事件之

间的因果联系，以确定哪些事件对随后的结果有显著影响，哪些没有

影响。对所有主持研究和参与关系研究的人而言，这种区分具有重要

的意义。第一，不同的研究具有不同的目的，有辨别力的读者应该判

断出这些研究的原本目的。如果某项探索性研究主要是为了描述新发

现的现象，我们不应因为它确定不了该现象的因果联系而去苛评，这

些是第二步才能解决的问题，首先需要确定出现的现象是什么。第

二，更加重要的是，有思想的读者要抵制诱惑，不要试图从以描述为

目的的研究中得出因果联系。只有某些特定的研究设计才能让我们洞

察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聪明的读者不要匆忙得出研究结果并不支持

的虚假结论。本章稍后还会谈到这个问题。

参与者的选取

那么，人际关系的研究对象该怎样选取？研究者通常采用两种方

法来招募参与者。第一种方法是使用容易接触到的任何人，只要他们

同意参加实验，这种方法叫方便取样（convenience sample），因为

它（相对地）方便研究者获取参与者。研究亲密关系的大学教授常常

以大学生为研究的参与者，参加研究本身就是这些大学生的课程作

业。研究者还会通过大众媒体或者当地的社区组织来招募参加研究的

志愿者。虽然有时参与者需满足一些特点（例如研究需要那些认识不

到两个月的正在约会的恋人），但研究者利用方便取样通常能轻松地

得到研究的参与者。



相反，采用代表性取样（representative sample）的研究项目要

努力确保参与者大体要与研究的整个总体相似。例如，对婚姻真正有

代表性的研究必须包括所有已婚人士——涵盖所有的年龄、国籍和社

会经济水平。这很难做到，甚至不可能实现，因为如果没有其他原

因，那些同意参加研究的参与者和不愿意参加研究的人可能存在某些

差异（见48页专栏2.1）。不过，有些研究中的（志愿者）样本能代表

某个国家或特定人群的成人总体。那些能够放到网络上进行的公开研

究，比在大学校园或者某个国家进行的研究能吸引到更加多样化的庞

大样本（Gosling et al.，2010）。

一方面，如果我们要寻找适用于大多数人的基本原理，毫无疑

问，代表性样本比方便样本更好。采用方便样本常常有一个缺陷，研

究所获得的结果很特殊，只适用于与我们的参与者（如某个大学的学

生、某个地区的人）相似的人。虽然全世界都在进行关系科学的研

究，但本书介绍的大部分研究都来自特定的文化，即西方的、受过良

好教育的、工业化的、相对富裕和民主的文化，所以研究参与者都显

得有点怪异。（明白了吗？）事实上，来自“怪异”文化的人与落后

国家的人相比，行为有时的确存在差异（Heinrich et al.，2010）。

从一个群体到另一个群体，态度无疑存在巨大的差异。另一方面，人

际关系的研究者所考察的许多过程非常基础，人口统计学上不同的人

群在基本的人际过程上可能并不存在过大的差异：比如世界各地的人

们对外在美的判断标准是相似的（详见第3章）。就考察人们交往基本

过程的研究而言，由于其基础性较强，采用方便样本也无不可。

让我们看一个特例。1978年拉塞尔·克拉克（Russell Clark）派

出男性和女性助手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校园里闲逛，碰到异性的学生

就发出邀请。他们各自接近毫无戒备心的学生，并从三个邀请问题中

随机选一个（见表2.1）提问；有些助手只是提出约会的要求，而另一

些助手则直接要求发生性关系！最引人注目的结果是，没有女性接受



来自陌生人的性要求，但75%的男性接受了性要求——这比接受约会要

求的人还多！

表2.1　“今晚能和我上床吗？”

这一研究结果如此惹人注目，但那又怎样？该项研究只使用了大

学校园的一个小方便样本。或许结果告诉我们的是，佛罗里达州立大

学的男生比一般男性有更强烈的性渴求。实际上，克拉克连发表这项

研究都很困难，因为评审人看重研究结果的普遍性。所以，在1982年

克拉克和哈特菲尔德再一次进行了这项研究，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重

复进行的这项研究，得到同样的结果（Clark & Hatfield，1989）。

嗯，为什么还有问题？已经是4年之后了，但这套实验程序仍然在

塔拉哈西（Tallahassee，美国佛罗里达州首府）进行。对这个案例你

只要稍加思索，就能找出若干条理由，说明为什么结果只能限定在特

定时间和特定地点。



我们先从另一个不同的视角来审视这项研究。先不要对那些同意

和陌生人发生性关系的佛罗里达大学男生或者其他地方男性的人数比

例大惊小怪。这种特定的态度在人口统计学上不同的人群之间的确存

在一定的差别。然而不要无穷无尽地批评，或者更糟糕地，完全否定

克拉克和哈特菲尔德（Clark & Hatfield，1989）的研究结果。我们

既要认识到他们研究的局限性，又不要疏忽问题的关键：男性一般比

女性更能接受偶然的性关系。如果有人发出实际的要求，男性比女性

更有可能接受陌生人的性邀请。而且，这正是最近对世界各国20 000

多名参与者进行调查所得出的结论（Schmitt & the International



Sexuality Description Project，2003），克拉克和哈特菲尔德正是

发现这种性别差异的最早的研究者之一。他们的方法简单，样本也有

局限性，但他们的确发现了新事物，他们的实验程序探测到了确实存

在的人类行为基本模式。[1]

当然毫无疑问，克拉克和哈特菲尔德的研究并不完美。他们自己

也承认了这一点！但只要审慎而又公正地来考察他们的结论，即使像

这样采用方便样本的小研究对人际关系科学也有着重要的贡献。代表

性样本能确保研究结果应用的广泛性，但代表性样本较难获得，而且

成本很高。即使研究者能接触到代表性样本中的人群，他们也支付不

起参与者报酬和各项其他支出，因为大多数参与者不仅仅只回答几个

简单问题。



代表性样本中的人群反映了研究者想研究的总体人群在人口统计学方面的某些特征

（性别、年龄、种族等）。

人际关系学经常出现这样左右为难的情况：必须做出选择，但没

有一个选项是完美无缺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对人际关系的正确

理解就依赖于采用各种不同方法进行研究而日积月累堆积起来的知识

（Reis，2002）。这里，多样性就是财富。不同的研究者使用不同的

方法研究某个特定的课题。任何单一的研究都可能存在不足，但这些

缺点却能为另一项研究所弥补。采用一系列不同的研究，每项研究都

从不同的角度趋近某个问题，我们就能逐渐地描绘出事实真相。作为

人际关系科学的明智读者，你应该尝试像科学家那样思考：没有一项

研究是完美的。再次提醒你，各种不同的研究方法都是有价值的。智

慧需要时间的历练，但真理就在不远处，我们正不断地向它靠近。

研究的设计

既然提出了研究的问题并获得了一些参与者，我们就需要安排一

种观察方法来解答我们的问题。这部分内容要介绍关系科学研究中常

用的几种不同的研究设计。

相关设计

相关（correlation）能回答这样的问题，“X和Y这两个事件在一

起变化吗？也就是说变量X和Y有某种关联吗？”。表示相关程度的数

值即相关系数在-1.00和+1.00之间。相关值越大（绝对值），两个事

件联系就越紧密。如果X和Y完全正相关（这意味着他们一起上升或降

低——即X上升时Y也上升，Y下降时X也下降），相关系数就等于

+1.00。如果X和Y完全负相关（也即他们按相反的方向变化——X上升



时Y下降，X下降时Y上升），相关系数就等于-1.00。如果X和Y没有任

何关系，它们之间的相关系数就是0。这些相关模式的例子见图2.2。

两个事件是否一起变化，这个问题很重要也很普遍。考虑下面这

个问题（第3章会解答）：具有类似的态度和价值观的人们是否倾向于

喜欢彼此呢？此类问题的相关研究一般会评价伙伴们在自然条件下知

觉到的相似性和吸引力，并不会对配对伙伴的行为进行任何的干预或

影响。研究者会仔细测量参与者的情感，从而发现相似性和吸引力之

间的可靠关联，帮助我们理解新建立的人际关系中伙伴感到满意的原

因。

另一方面，即使在吸引力和知觉到的类似性之间存在相关，仍有

很多信息我们并不知道。的确，很多读者经常错误地理解相关设计得

出的研究结果。相关只告诉我们两个事物之间存在联系，但是它并没

有告诉我们为什么它们会相关。相关并不能表明事件之间存在因果联

系。当你得出相关结论时，当心不要推导出其他没有根据的结果，相

关只是相关；相关的存在意味着可能有很多不同的似是而非的因果关

联。这里给出三条简单明了的可能性：

● X可能引起Y——在相似性和吸引力的例子中，知觉到的相似性

可能引起了更多的喜欢。

● Y可能引起X——可能是喜欢上某个人让我们认为自己与他有许

多共同点。



图2.2　相关模式

● 其他影响因素，第三方变量可能同时引起X和Y，X和Y之所以相

关的惟一原因是他们存在共同的影响因素。两个事件X和Y可能对彼此

没有一点影响，而是其他影响因素，如他人的俊美长相，致使我们喜

欢他们，并且认为他们和我们非常相像。

当X和Y存在相关，上述三种可能性以及许多其他更复杂的结果都

有可能是正确的。如果我们得到的只有相关，我们所知道的也只是这

两个事件存在关联。我们并不知道其中的因果联系涉及哪些因素。[2]

实验设计

如果有可能，考察因果关系更简单的方法是采用实验设计。实验

（experiment）提供了原因和结果的最直截了当的信息，因为实验者

创造并控制了他们要研究的条件。在真正的实验中，研究者有意操作

一个或多个变量，并把参与者随机分配到这些预设的不同条件下，从



而观察这些条件变化怎样影响人们的行为。因而，实验不会问“X和Y

是否一起变化”，而是问“如果我们改变X，Y会发生什么变化”。

让我们重新看看伯恩对态度相似性和吸引力的经典研究（Byrne &

Nelson，1965），以阐明实验研究和相关研究的差别。假如伯恩只是

测量同伴的态度和他们喜欢彼此的程度，他会得出相似性和喜欢程度

存在正相关，但他不能确定为何它们有关系。

伯恩于是做了一个实验。一旦参与者来到实验室，伯恩会以投掷

硬币的方式来随机确定参与者遇到的是一个与自己类似的人，还是一

个和自己完全不同的人。他控制了伙伴的相似程度，这也是这两种条

件下参与者的惟一差别。利用这种实验程序，如果伯恩观察到参与者

对相似的陌生人表现出更多的喜欢，就可以合理地推导出：更高的一

致性引起更多的喜欢。为什么能得出这个结论？因为参与者是随机分

配到这两种实验条件下，所以喜欢程度的差别不能归之于每种条件下

个体的差异；平均来看两组参与者是一样的。而且，参与者除了和陌

生人在相似性上有明显差别外，他们在实验中的程序全部是一样的。

伯恩观察到的行为差别惟一合理的解释就是：相似性引起人们的喜

欢。他的实验清晰地展示了被操纵的原因（态度相似性）对结果（喜

欢程度）的显著影响。

实验比其他设计能更清晰、更精确地测定因果联系。如果实验控

制得好，就能清晰地揭示因果联系。那么，为什么研究者还要进行其

他设计？答案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实验者必须能够控制和操纵他们要

研究的事件。伯恩能够控制参与者所接收到的关于从未谋面的陌生人

的信息，但他操纵不了亲密关系中的其他重要因素。我们也做不到。

（你怎么去创造一段在实验室发生的浪漫爱情体验？）在一些无法控

制的事件上不能采用实验设计。



所以，相关设计和实验设计各有自己的优势。采用相关设计，我

们能研究现实世界中引人注目的事件——亲密关系的承诺、火热的爱

情、不安全的性行为——并考察它们之间的关联。采用实验设计，我

们能考察因果联系，但我们研究的事件范围有限。再次强调，没有完

美的研究设计——这也是用不同的研究设计、从不同方面研究同一个

课题的又一原因。

发展性研究设计

发展性研究设计研究行为或事件随时间而改变的方式。发展性研

究设计主要有三种类型。

横断设计

最常见的发展性研究设计是横断设计（ cross-sectional

design），即比较处在不同人生阶段或者不同年龄人的发展过程。例

如，如果我们要考察在婚姻的不同阶段导致离异的危险因素，我们可

以询问那些有着不同婚龄的离异夫妇的主要抱怨。我们或许会发现婚

姻持续的时间和离婚原因之间的关系。

正如在这个例子中看到的，横断设计是相关设计，所以我们要当

心从中推导出的结论。如果我们比较那些婚龄25年的夫妇和婚龄只有5

年的夫妇，我们比较的就不仅是婚龄不同的人，我们还比较了在不同

社会环境下成长的人，两者相差20年。我们所知道的仅仅是他们对婚

姻的抱怨并没有随着年岁而变化，他们的担忧也许只是反映了他们结

婚时的时代差异。

正如你所看到的，从横断设计得到的相关总会受到某些不确定性

的影响：参与者所经历的不同社会、文化和政治事件。只要人际关系



研究的结果涉及年龄，我们就得质问结果究竟真的是年龄差异，还是

不同年龄参与者的成长背景差异。

纵向设计

横断设计混淆了年龄和经历的相对影响。然而，如果我们招募的

参与者年龄一样，并长时期跟踪研究，那么参与者的经历相同但年龄

在变化。这就是纵向设计（longitudinal design），即对同一群人在

一段时间里反复进行测量。如果我们既监测参加研究时新婚夫妇的抱

怨，又监测继续参加研究的已婚多年夫妇的抱怨——正如奥布琪的婚

姻早期岁月（EYM）研究项目（Orbuch & Brown，2006）所进行的——

我们采用的就是纵向设计。

在横断设计中，研究者从不同年龄组的人获取信息。例如考察不同年龄的人对音乐

偏好的差异，我们可以请20岁和60岁的人来评价不同的艺人。

这种设计与横断设计相比，在分离经历和年龄的影响方面做得非

常好，但它们仍不完美。社会文化的巨大变化仍然会混淆年龄和经历

的影响。如果我们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家庭夫妻为金钱发生的争

执越来越频繁，又能说明什么呢？如果我们在经济萧条时期收集数

据，研究看似关注婚姻的时间发展变化，却可能反映暂时性的文化变



动所带来的影响，而且这种文化影响对大多数未处于经济萧条时期的

婚姻根本没有影响！

如果我们能够坚持也足够聪明，就可以把纵向设计和横向设计结

合起来以排除历史因素的影响。我们可以选择两组参与者，平均年龄

分别是20岁和40岁，然后对这两组人都追踪到55岁。如果在55岁时，

两组参与者都表现出对婚姻类似的抱怨，那么我们才能真正地相信找

到了婚姻发展的基本趋势。

当然，做这样一项研究并不轻松。实际上，要做这样一项耗时35

年的研究存在巨大的困难。纵向研究设计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参与者

流失（participant attrition），即随着时间推移参与者变得越来越

少。人们会搬家或失去联系，或变得很忙，或对研究感到厌倦而不愿

意再继续参加研究。研究持续的时间越长，这些问题就越严重。有些

长期的纵向研究结束时，那些自始至终参与研究的人少之又少。的

确，即使纵向研究开始时采用的是代表性样本，但当研究结束时就不

再是了。

回溯设计

由于纵向研究与参与者保持联络比较困难，为什么我们不追踪事

件的时间变化，问问人们过去的经历？当然可以，很多亲密关系的研

究使用的就是回溯设计（retrospective design）。有时，回溯的时

间很长（“你们结婚前最主要的争议是什么？”）；有时回溯的时间

相当短暂（“在过去的24小时内，你和配偶的交往有多愉快？”）。

回溯设计非常灵活。如果我们担心历史事件对人们的影响，我们

可以请不同年龄的人回想他们在某个相同年龄是否有类似的体验。的

确，如果人们的记忆力完美，回溯研究会非常有用。不幸的是，回忆

肯定不精确，并且如果询问很久以前发生的事件，回忆的难度就会大



大增加（Frye & Karney，2004）。无论何时我们看到回溯研究报告，

我们都无法确切知道报告内容是过去的清晰图像，还是受到近期事件

影响的错误记忆。

总之，对发展性设计的了解支持了我们早先提到的观点：没有一

种研究设计是完美的，但每种设计都有它的应用价值。发展性研究设

计对时间推移的关注对于关系科学特别有价值。人际关系通常也是长

期事件，我们需要理解关系是怎样随着时间而变化的。

场景的选择

我们的研究在不断推进，现在已经提出了要研究的问题，招募了

参与者，选择好了实验设计，我们还需选择一个场景来实施我们的研

究。研究场景通常有：（1）实验室；（2）自然的日常生活环境，如

一对夫妻的家里。每一种选择都有它的优点和缺点。（你现在正在习

惯这些，不是吗？）实验室的优点是能有效地控制外在的、无关变量

的影响。研究者能精确控制参与者要经历的体验，还能安排符合研究

目的客观环境。自然场景的优点是参与者在日常的环境中感到舒适和

放松，从而使研究者能了解更多的典型行为。这两种研究场景的优缺

点恰好互补。实验室场景可能引发参与者的虚假行为，使我们对他们

的典型行为认识不足。另一方面，自然场景可能难以控制，充满与研

究问题无关的干扰变量。

不论研究的场景在哪里，某些行为因为很少发生，或者让人痛

苦，又或太过亲密（或三者兼而有之），很难进行研究。克服这些困

难的方法是让参与者进行角色扮演（role-play），以便研究者了解某

些行为——例如，参与者装作“好像”产生了妒忌心，或者发生争

吵，或者试图诱惑他人上床。角色扮演的研究往往与真实场景相差很



大。在一种极端情况下，请参与者阅读与要研究的行为有关的故事，

并想象这些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这种戏剧脚本研究往往没有生活中

的真实事件逼真生动，允许参与者以一种超然而从容的方式来演绎，

这和真实事件中人们所表现出的冲动性和情感反应差别很大。在另一

种极端情况下，模拟研究要求参与者扮演虚构情境中的特定人物。例

如，研究者可能要求一对夫妇假装双方都感到很生气，然后观察他们

的行为反应。这种研究方法参与者较投入，但他们仍然知道自己只不

过是在假装。角色扮演研究在考察一些牵涉感情较深的问题时，不会

违背社会的道德伦理规范。但人们可能是按自己所认为的、在这些情

境中应该实施的方式来行动，而不是事件真正发生时他们将会实施的

行动方式。再一次看到，这种方法既有优点也有缺点。

数据的性质



现在我们实际收集到什么类型的数据？我们记录的是他人对人际

关系的判断和知觉，还是我们自己考察的某种特定的人际交往？两种

最主要的测量是：（1）人们对自己的思想、情感和行为的自我报告，

以及（2）对他人行为的观察。我们还要考察这两种测量中的一些变

量。无论我们采用何种数据，对行为的测量应该同时具备心理测量学

上的效度（validity）和信度（reliability）。也就是说，我们测量

到的事件真正是我们试图测量的（这就是效度）；如果这些事件不会

发生变化，那么我们在不同时间的测量结果应该一样（这就是信

度）。

自我报告

亲密关系研究最普遍的方法是直接询问人们的体验。人们的回答

就是自我报告（self-reports），自我报告的获取形式有很多种：书

面问卷、口头访谈、非结构性的日记（参与者随时记录心中所想）

等。这些技术的共同特点是参与者要把自己的体验告诉研究者——研

究者并没有亲眼观察到。

自我报告得到的资料有着重要价值。举例来说，自我报告能让我

们“走进报告者的内心”，了解外在观察者不易觉察的个人观点。自

我报告的数据成本较低，也容易获得。研究者并不需要精密的仪器；

他们只需要一些纸和笔及自愿的参与者。请思考一下表2.2中简短的自

我报告测验：这七个问题能很好地评价人们亲密关系的满意程度。多

数情况下，没有必要去问一些更详细的问题，或者采用其他的方法来

区分快乐、满意的爱人和不很满足的伴侣，因为这七个问题直截了

当，恰到好处（Hendrick et al.，1998）。自我报告的方法非常有效

率，信息量丰富。然而（这可能没什么奇怪的了！）自我报告也可能

出现一些潜在的问题。下面是三个最主要的问题。



表2.2　爱情关系评价量表

资料来源：Hendrick，Dicke，& Hendrick，1998.

参与者对问题的解释

自我报告常在研究者给出指导语或者提问之后进行。如果参与者

错误地理解了研究者的意思或目的，他们随后的自我报告就会误导

人。例如：“你和多少个人有过性行为？”如果男性来回答这个问

题，他们往往会包括仅发生过边缘性行为的伴侣，而女性一般只计算



真正发生过性交的那些伴侣（Gute et al.，2008）。这也是为什么男

性报告与异性发生性关系的人数往往多于女性报告的一个原因。[3]实

际上，人们描述性行为的词语常会产生难以觉察的理解问题，这或许

是性行为研究中的一个重大缺陷（Wiederman，2004）。

回忆或觉知的困难

即使人们能准确理解研究者提出的问题，他们也可能无法客观地

回答问题。举一点来说，他们可能对自己的行为缺乏洞察力，以致自

己认为的真实情况未必完全准确。比如，根据人们的自我报告，在恋

爱问题上，外表吸引力对于女人并不如对于男人重要；女人说外貌对

于她们并不如对于男人那般重要。然而，在速配研究中当她们同时遇

见和评价几个候选对象时，外貌对于女性的确如对于男性一样重要

（Eastwick & Finkel，2008），外貌是影响男女两性喜欢对方最重要

的影响因素（Luo & Zhang，2009）。有时，人们对自己喜好和行为的

描述并不完全符合实际。

记忆错误也是个问题。人们在描述最近发生的具体客观事件时最

准确。如果询问参与者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他们可能会发生错误

（Feeney & Cassidy，2003）。具体的细节信息更容易遗忘。比如，

在一项研究（Mitchell，2010）中，大样本的离异群体中有50%的人不

能准确地说出他们在哪一个月离婚。而过往的情感经历尤其可能发生

记忆错误。具体而言，如果火热的爱情以痛苦和不满收场时，失落的

恋人们往往很难回忆起数月前他们刚刚坠入爱河时的快乐和激情

（Grote & Frieze，1998）。

参与者报告的偏差

自我报告数据的最后一个严重问题是，人们的报告可能存在系统

性偏差或歪曲。例子之一就是自我服务偏差（self-serving bias，在



第4章还会谈到），它会使人们高估自己在人际关系积极事件中的作

用，而低估在消极事件中的过失。人们喜欢用积极眼光看待自己，所

以会把自己的成功归于自己，而面对失败则推脱自己的责任。如果没

有其他因素影响，操持家务的伴侣会认为自己做的家务比实际上的要

更多（Ross & Sicoly，1979）！这类错误并不是不诚实所引起的，而

是的确反映了人们真实的（然而也是特异的）观点。尽管如此，通过

自我报告所获得的参与者对客观事实的主观知觉，或许与其他观察者

的预测结果有所不同。

如果人们不愿意说出看到的事实，就会出现更严重的问题。最有

名的例子是社会赞许性偏差（social desirability bias），指的是

人们希望给他人留下好印象而歪曲事实。参与者常常不愿意承认让他

们看起来不好的事情或者任何不符合期望的描述。例如，由于对社会

接纳的顾虑，参与者不敢诚实地向研究者报告他们的同性恋取向和行

为。因而，在同性恋的普遍性上一直存在争议（Tourangeau & Yan，

2007）。再看另一个例子，离婚已经好几年的人（研究者事先在法院

看过他们的离婚判决书）中有 4%的人宣称他们从未离过婚

（Mitchell，2010）。匿名程序有助于减少这类社会赞许性偏差，例

如允许参与者参加网络调查而非面对面访谈（Brown & Vanable，

2009），但如果研究涉及敏感问题，这种偏差仍然会出现。

观察法

另一种收集亲密关系信息的方法是直接观察行为。科学观察并不

是轻松随意的工作。研究者要么采用复杂的工具测量行为，要么细心

地训练助手以使观察尽量准确、可靠和详尽。





一些研究直接观察正在发生的行为，而另一些则采用记录设备，

后者可以在行为发生之后分析。有一种观察法，叫体验式取样

（experience-sampling），它采用间断式的、短时间的观察，从而获

取较长时间内实际发生的行为。在体验式取样中，当目标行为可能发

生时研究者可以随机抽取若干较短的时间段，在这些时间段中，目标

行为可能发生，研究者可能把观察分散在不同日期不同时间的几个阶

段。梅尔（Mehl & Robbins，2011）利用能放入口袋的微型录音设备

所做的研究就是这种技术的最好例子。这种设备叫电子激活录音机

（electronically activated recorders， EARs）。（你还记得

吧？）在白天这种设备每间隔一段时间就自动打开开关，并录下参与

者身边发生的任何声音。结果在伴侣的交谈中捕捉到许多愤怒和轻蔑

等不良情绪，伴侣们并不太满意，他们的关系在6个月之后变得更为脆

弱（Slatcher & Ranson，2011），对此你或许不会感到奇怪。

这类观察有若干种记录结果的形式。研究者有时会使用比较综合

的（通常也是主观的）词语来评价他们所目睹事件的特征。例如，根

据争吵是“建设性和有助于解决问题的”或“充满火药味和敌意的”

可对争吵进行评价。观察者也可以使用编码程序来对非常特殊的行为

进行记录，如一次交往中人们说话的时间长度、出现笑容的次数、彼

此肢体接触的次数等等。这些能知觉到的具体行为往往比主观评价更

为客观，借助于某些技术手段研究者可以更客观地进行观察。比如，

研究者开发了一种软件，可以计算人们说话或写字时使用的各类词

语，还能自动分析人们的谈话内容。（不好的结果是，如果人们太过

频繁地使用“你”这个词，他们往往比不常使用“你”的人更不满意

自己的人际关系[Tausczik & Pennebaker，2010]。）

科技发展为行为的测量提供了新方法。最近一项研究革新采用眼

动跟踪的方法来评价人们对他人的视觉兴趣（Lykins et al.，

2006）。在眼动跟踪研究中，参与者要戴上特殊的头盔，上面安装有



拍摄眼睛活动的微型摄像头。然后，当参与者查看不同的图片时，眼

睛的移动就能揭示他们正在看什么图片，看了多长时间。例如，通过

并列呈现两张只有头发颜色差别的人像，我们能确定你喜欢金发还是

黑发：在你认为更有吸引力的图片上你看的时间会更长。

这类观察一般可以避免自我报告的缺点。受过训练的观察者通常

不会错误理解研究者的研究目的，参与者也不会有错误的记忆或者自

我服务偏差。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要理解人们对自己经验的个人知

觉，就离不开自我报告。观察研究也可能很昂贵，花费观察者的大量

时间，有时还需要昂贵的设备。有项了不起的研究在一周时间里拍摄

了32个不同家庭中每天早上起床后的互动情况，长达1 540个小时的拍

摄视频需要花几千个小时来仔细察看、编码和归类（Carey，2010）。

观察研究还面临反应性（reactivity）问题的影响：如果人们知

道有人观察自己就会改变行为。（安装在起居室的摄像头可能会改变

你的某些行为——至少在你习惯之前。）参与者知道有人正在看着自

己时会极力营造好印象，这正如人们面试时的表现一样。因此，研究

者更乐于进行那些不大可能改变参与者行为的观察研究。有一项这样

的研究，人际关系学家追踪了某大学1 640名学生大学期间在脸谱网的

个人页面情况（Lewis et al.，2008）。研究者跟踪个人页面中的公

开信息，从而确定学生的品位和价值观怎样影响他们建立的友谊。研

究者有具体而认真的研究目的——并不是日常那般随意浏览网页——

也不会有对参与者的行为造成不必要的影响，因为参与者都不知道有

人观察自己！毫无疑问，将来我们会看到更多的网络社交行为的正式

研究。（这让人厌烦吗？为什么？）

生理测量



如果我们观察到的行为人们无法有意识地加以控制，就可以避免

反应性问题。对人体自主的和生化的反应进行的生理测量就能做到这

一点。生理测量的项目包括心率、肌肉张力、性唤起和荷尔蒙水平

等，通过生理测量可以确定生理状态是怎样和社会行为关联的。

有些研究者考察生理机能影响人际交往的方式。例如你血液中神

经肽催产素（oxytocin）有助于确定你的同理心和信任程度

（Campbell，2010）；引人注目的是，如果你摄入一定剂量的催产

素，短时间内不太容易对人起疑（MacDonald & MacDonald，2010）。

我们的依恋类型也存在生理基础。依恋类型不安全的人面对社会压力

会出现更强烈的自主神经反应，包括诸如肾上腺素等荷尔蒙的分泌；

社交威胁往往会引起焦虑或回避类型之人不安的唤醒，但安全型的人

却能保持清醒和沉着（Diamond & Fagundes，2010）。

其他一些研究探索人际交往怎样改变人们的生理状态。宽恕对我

们有益（第10章还会谈到），具体地说，那些能够宽恕冒犯者的人比

睚眦必报的人表现出更弱的心率和肌肉张力（Witvliet et al.，

2008）。还有一些研究试图识别社会行为的生理标签地图。例如，已

有研究者识别出调控爱情和性欲的大脑结构（参见Aron，2010），研

究者让参与者体验到这些心理状态，同时用fMRI（功能性磁共振成

像）技术考察他们的大脑。fMRI图像能显示哪一部分的大脑消耗了更

多的营养，因而比其他部分更激活——正如结果所示，亲密的爱情和

饥渴的性欲看起来是由大脑不同部分控制的。（对此你感到奇怪

吗？）

生理测量一般成本较高，但其应用在不断增加，因为生理测量能

让研究者考察我们社会行为的生理基础。生理测量也是人际关系科学

一直以来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的一个很好的例证。



档案材料

历史档案（archives）也能避免反应性的问题。个人记录如照片

和日记，公共媒体如报纸和杂志，政府记录如结婚证和人口统计信息

等，都是人际关系研究的重要数据来源。当这些信息过时了，就变成

了“档案”信息。有一项研究考察了人们过去的长相吸引力和现在的

收入之间的相关，研究者对大学年鉴相册中的学生照片进行了外貌吸

引力的评定，以确定数年前外貌俊美的人是否现在赚的钱更多

（Frieze et al.，1991）。（他们发现了什么结果呢？请阅读第3

章！）

档案材料是“无反应性的”，因为查阅档案资料不会改变要研究

的行为。而且档案研究较为廉价。但档案材料存在局限性。具体而

言，那些在很久以前就保存的材料可能没有包括研究者想知道的所有

信息。

研究应遵循的道德规范

档案研究通常不会让人感到尴尬，但人际关系研究有时的确要询

问敏感话题或者观察隐私行为。有必要刺探他人的私人事务吗？

这的确是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虽然这类信息非常有价值，也很必

需，但人际关系科学却处在严重的道德两难困境之中。仅仅让参与者

填写描述他们人际关系的问卷，就可能对他们的人际关系产生微妙而

又持续的影响（Zhaoyang & Cooper，2011）。比如，要求参与者明确

说明从人际关系中得到些什么或者要求他们评价对伴侣的爱时，研究

者就把参与者的注意力指向他们平时没有仔细考虑的细节事务上了。

我们鼓励他们评价自己的人际关系，启发他们思考。而且，研究者还



唤起了他们对于伴侣会怎样回答同样问题的好奇心。总之，研究者不

经意的探询可能警醒人们注意那些他们不曾意识到的人际关系问题或

者挫折。

模拟和其他观察研究也可能存在更严重的问题。让我们来看看戈

特曼（Gottman & Levenson，2000）的研究方法，他要求夫妇重温引

起上一次争吵的分歧：他并不是要鼓励人们去争吵，但有些夫妇的确

发生了争执。结果发现，那些尖酸刻薄、大吵大闹的夫妇比那些优雅

而幽默地探讨分歧的夫妇更容易离婚，戈特曼的研究表明特定的行为

风格能预测将来的婚姻问题。这项工作非常重要。但它有破坏作用

吗？我们真的应该要求那些夫妇重温可能损害他们将来婚姻满意度的

争吵场面吗？

问题的答案并不简单。人际关系学家通常会非常注意保护参与者

的权益（Kimmel，2004）。在研究开始之前研究者会向参与者介绍有

关研究的具体信息，以让参与者根据充分的信息来决定是否参加研

究。他们参加研究完全是出于自愿，并且能随时退出。在数据收集完

毕后，研究者会立即向他们提供反馈，解释所有的实验操作过程，介

绍研究的目的。研究完成后，参与者常能看到研究结果的最终报告。

不仅如此，如果研究的是一些难处理的问题，而参与者想解决这些问

题，研究者还会提供婚姻咨询的信息，甚至还免费提供某些心理服

务。

正如你所看到的，人际关系学是建立在对参与者的幸福深切关注

的基础之上。在研究中参与者会得到应有的尊重，他们的付出会得到

由衷的感谢，甚至还会因占用了他们的时间而得到报酬。他们也会在

研究过程中体验到乐趣并从中获益（Zhaoyang & Cooper，2011）。在

一项婚姻的纵向研究中，经常进行自我报告的参与者更多地感到自己

是个合格称职的配偶，这比控制条件下很少报告自己情况的参与者



强，密切关注关系进展的状况显然有益（Veroff et al.，1992）。因

此，参与人际关系研究有时很有趣，也很有启发性。那么，我们还应

不应该研究亲密关系中这类私密问题呢？

回答是绝对的有必要。道德还有另一方面我们没有提到：科学在

道义上必须履行的责任是求得真知造福人类。无视这点将会付出惨重

的代价。例如，美国卫生部（DHHS）当前正拨出很多金钱资助一项健

康婚姻新方案（Healthy Marriage Initiative），这项工程计划教会

非裔美国人维持婚姻的技巧。美国黑人是这项婚姻幸福计划的受益

者，因为黑人与白人相比更不可能结婚，也更可能离婚（Orbuch&

Brown，2006）。这项新方案背后的假设是：如果非裔美国人能珍视婚

姻，那么他们的婚姻就会更加稳定——所以纳税人的钱就花在了教育

黑人尊重和欣赏婚姻生活的课程上。这里的问题——正如人际关系学

家所看到的（Karney & Bradbury，2005）——是非裔美国人和其他族

群一样看重婚姻。他们甚至比白人还渴望结婚，但面对窘迫的经济前

景又结不了婚。具体来说，黑人妇女不想和没有稳定工作的男人结婚

（Gibson-Davis，2009）。即使黑人结了婚，却经常遇到经济困难，

因而婚姻一般也不稳定（Hardie & Lucas，2010），任何夫妻只要为

金钱而痛苦挣扎，其婚姻满意度都会下降。因而，非裔美国人的婚姻

容易破裂似乎更多地与社会经济地位而非个体的态度有关（Karney &

Bradbury，2005）。

所以在此例中我们可以看出，政府或相关部门希望价值观的教育

能起作用就太愚昧了。试图改善人际关系的政府工程如果把钱用在训

练黑人的工作技能或者提高最低工资，比去教育他们尊重婚姻会更加

有效（Gibson-Davis，2009）。显而易见，如果我们要提升人们的幸

福，不仅需要善良的意图，而且更需要丰富的知识。在诸如《爱情风

味》（Flavor of Love）和《爱情摇滚》（Rock of Love）等电视节

目（在这些节目里现实的婚姻更像是人生败笔而不是成功）大肆流



行，传递怪异“爱情”的文化中，不去理解人际关系的运作过程才是

真正的不道德。亲密关系可以带给人类最伟大、最荣耀的幸福体验，

但它也可以使人绝望痛苦和万劫不复。关系学家相信，努力探索增加

人们快乐和减少痛苦的方法，是人际关系研究最根本的道德。

结果的解释和整合

这不是一本统计学课本（对此你感到心中窃喜吧），但人际关系

学家整理数据的一些统计技术，仍是明智的读者应该掌握的。许多人

际关系研究要对所获得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以确定结果是否具有统计

学上的“显著性”。这是一种计算研究结果（如观察到的相关或实验

中操纵变量所得的效应）偶然发生的概率有多大的方法。如果结果偶

发的可能性很低，那么结果就是“显著的”。本书所有的研究结果都

是显著的。你也可以放心，得到这些结果的研究都经过了其他科学家

严格的审查。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提及的每一个结果都是完全正

确的：有些结果可能是偶然发生的，反映了有偏样本特殊人群的影响

或各种没有预计到的失误。如果心理学、社会学或传播学研究的结果

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就表明这种结果不太可能随机发生，但并非

完全不可能随机发生。还请牢记，我们碰到的结果通常描述了普通人

群明显的行为模式，但因为存在个体差异（参看第1章），这些模式适

合特定个体的程度存在差别。请不要太天真，幼稚地以为实际上的确

符合大多数人的研究结果是错误的，只因为该结果似乎并不适合你认

识的某个人。我希望你能成熟点，辩证思考，富有理性。

此外，我们还要注意，人际关系研究所得到的数据也会表现出独

特的挑战性和复杂性。以下是三个例子。



配对的相互影响的数据。多数统计程序都假定不同参与者的分数

是各自独立的，不会发生任何的联系（也就是说，一个参与者的反应

不会受到任何其他参与者的影响）。但是，如果夫妇双方都参加研

究，情况就不同了。妻子对夫妻关系的满意度非常有可能受到丈夫是

否快乐的影响，所以妻子的满意程度并不独立于丈夫。从人际关系伴

侣所取得的数据常常会相互影响，明智的做法是用特殊的统计程序来

分析这类数据（如Kashy et al.，2006）。

不同的分析水平。人际关系研究者还必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分析

水平上做出选择，一种水平是构成夫妇的个体，另一种水平是夫妇两

人一起（Kashy et al.，2006）。例如，研究者要考察个体的依恋类

型对他（她）自己社会交往的影响，或者要考察两个伴侣的依恋类型

组合如何影响他们之间的人际关系质量。第一个问题是在个体水平上

进行分析，第二个问题则是在成对的数据水平上分析。研究者必须小

心确保所使用的统计程序适合数据的不同分析水平。

影响人际关系的三个根源。而且，人际关系来自各个伙伴的单独

贡献和他们组成一对的独特组合。比如，假设梁山伯和祝英台拥有幸

福的婚姻。原因之一或许是梁山伯是一个特别令人愉快的家伙，他能

和任何人很好地相处，包括祝英台。又或者（也可能同时）祝英台是

个很容易生活在一起的人。然而，梁祝比梁与其他女性或祝与其他男

性有更好的亲密关系，也可能是因为他们两人个人特质独特组合的结

果：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人际关系研究者常常会遇到这三种影响因素

结合起来的现象，即两个单个伴侣和他们共有的独特伴侣关系。同时

一起分析所有这些成分需要高级的统计分析方法（Kenny &

Ledermann，2010），这是人际关系科学复杂性的又一证明。

那么我的观点究竟是什么呢？我已经指出研究亲密关系要处理的

问题的复杂性，也提到统计显著性检验针对的是可能性而不是确定



性。你就应该怀疑每一个研究结果，怀疑每一种观点和理论吗？答案

既是肯定的又是否定的。我希望你能慎思而不盲信，也希望你了解你

要学习的内容的复杂性。记住要像科学家那样思考：没有一项研究是

完美无缺的，但真理就在前方。我更相信不同的科学家采用不同的参

与者样本进行研究得出的结果。如果研究结果用不同的方法得到重

复，我们就更有信心。

由于这些原因，科学家现在做了很多元分析（meta-analyses）研

究，即把先前许多不同的研究得出的结果结合在一起进行统计分析

（Roberts et al.，2007）。在元分析中，研究者把针对某一特定现

象的所有现存研究汇编到一起，分析整合它们的结果以识别它们包含

的共同规律。如果所有的先前研究都得出基本相同的结果，元分析使

这一结果一目了然；如果存在不一致，元分析有可能揭示出原因。

由于有了这一称心如意的分析工具，尽管人际关系学历史短暂，

研究内容复杂，却仍取得了巨大进步。虽然前面我不时提出警告，但

本书提到的大多数结论都是可靠的，如果你重复研究者的工作也将得

出同样的结果。不可思议的是，大部分人际关系的研究结果在你父母

出生时都还没有发现呢。

最后要点

为帮助你提高识别能力，我用了大部分篇幅来说明不同研究方法

的优缺点，通常的结论是没有哪一种方法是最好的。我希望能鼓励你

审慎地思考一项优秀研究的复杂性。但作为结论，我想让你放心，人

际关系学的学科体系严谨、状态良好，并不像它所包含的所有那些不

确定的复杂因素给人的印象。如果进行人际关系科学研究，最典型的

研究是从来自大学生的方便样本获取自我报告的横断研究（Cooper &



Sheldon，2002）。[4]许多研究仍然使用这种方法。然而，研究者现

在一般运用更精细的设计、更复杂的测量，研究更多样化的样本。研

究者在研究人际关系用到多种方法是一种优势，而不是缺陷（Ickes，

2000）。而且，人际关系科学这种区分知与不知的明断能力，标志着

这门科学的诚实、日趋成熟和智慧。

人们喜欢轻松容易的答案，喜欢简单干脆的信息。如果科学事实

难于掌握，很多人实际上更喜欢简单的谬论，如“男人来自火星、女

人来自金星”这样的观点。然而，作为刚刚接触人际关系科学的读

者，你有义务崇尚事实，反对迷信，即使弄清人际关系的复杂性要颇

费一番周折。勿将科学的谨慎误解为缺陷。相反，我们希望你持有这

样一种信念，恰恰是这种谨慎体现了科学的尊严，使人们能坦率地面

对本领域的优势和不足。那些声称自己一直正确的人，毫无疑问是招

摇过市的江湖骗子，谨慎的科学家不会这样做，他们只会努力使自己

不断接近真理。

请你思考

克里斯和吉尔如果要通过心理学导论课程，就必须参加研究实

践，所以他们签字参加一项“人际关系过程”的研究。他们恋爱已经

有两个月了，这项研究正在找“未结婚的恋人”。如果他们参加这个

研究，会得到5美元，这让他们有点高兴。就这样，他们和十多对其他

恋人聚在了一个大房间里，然后分别相对而坐。随后他们阅读了研究

的注意事项，注意到自己可以在任何时候退出这个研究，便签名同意

参加研究，开始填写长长的问卷。

有些问题比较敏感。他们要回答去年与多少个人发生过性关系，

未来5年他们希望与多少个人发生性关系。隔一段时间后，他们要再次



回答同样的问题，这一次他们都认为伴侣也要回答这些问题。克里斯

以前从来没考虑过这些问题，一想到这些问题他就意识到自己对吉尔

的性经历和未来的想法知之甚少。那天晚上，他有点焦虑，想知道又

有点担心吉尔的回答。

据你看来，这一研究程序符合道德规范吗？你愿意完成类似的问

卷吗？为什么？

[1] 比如，2009年5月和6月在丹麦城市地区进行了同样的调查，结果发现38%的男人接受了邀请，愿意

与陌生人发生性关系，而只有2%的女人接受了此种邀请（Hald & Hogh-Olesen，2010）。

[2] 然而，我必须指出，如果有很多个变量存在许多相关，或者测量是在某段时间里多个不同的场合

下得出的，那么高级统计分析通常能排除某些可能存在的因果联系（这种不存在的因果联系通常会混淆相

关研究结果）。尽管我们要小心，不要把简单的相关关系错误理解成因果关系，但是运用高级统计技术却

有可能在相关设计的结果上得出一些因果联系的可靠结论。

[3] 291页专栏9.3中我会详细考察这一颇具争议的性别差异。

[4] 这个句子中包含了若干个术语，在学习本章之前或许你并不了解它们，但现在你知道了。请回忆

一下。



第3章 吸引力

假设你独自在教室里阅读本书，突然门被推开了，进来一位陌生

人。这人对你有吸引力吗？这人可能成为你的朋友或恋人吗？很显

然，在你还未读完这句话的电光火石之际，你心中已尝试回答了

（Willis & Todorov，2006）。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的判断有什么

根据吗？本章我们就要探讨这些问题，重点关注友谊和爱情的建立过

程。从心理学来看，迈向成功人际关系的第一步永远一样：人际吸

引，即接近他人的愿望。感觉到他人的吸引力不一定就能保证建立人

际联系，但却使人际交往成为可能。本章我们要考察影响吸引力的几

个重要因素，就从吸引过程的基本原理开始吧。

吸引力的基础：一种奖赏

人与人之间产生吸引力最基本的假设是：他人的出现对于我们有

奖赏意义（Clore & Byrne，1974）。影响吸引力的奖赏（rewards）

有两种类型：与他人交往产生的直接奖赏，和仅与他人有关的间接利

益。直接奖赏指的是他人提供给我们的所有显而易见的愉悦。如果他

人给予我们许多兴趣和赞许，我们就会对这种关注和接纳感到非常高

兴。如果他人聪明又美丽，我们就会享受这些赏心悦目的个人特征。

而如果他人能给我们带来物质利益如金钱或地位，我们更会乐于接受

这些好处。多数情况下，人们提供的直接奖赏越多，对我们的吸引力

就越强。

但吸引力还受到很多不易觉察的因素影响，这些因素只与人们外

在的友善、俊美的长相或怡人的个性有间接的关联。例如，我们大多



数人都喜欢自己，而新结识的人如果与我们有着某些共同点，哪怕多

么不着边际，他们都可能看上去更讨人喜欢。比如有个家伙叫丹尼斯

（Dennis），他很喜欢自己的名字；因为他名字的第一个字母是D，

“丹尼斯可能很容易被城市如丹佛市（Denver），职业如牙医

（dentistry），恋人如丹妮斯（Denise）所吸引”（Pelham et

al.，2005，p.106）。实际上，的确是这样：人们更有可能爱上名字

和自己名字类似的人（Jones et al.，2004）。这类奖赏是间接、微

弱的，我们有时甚至意识不到它的存在——但它的确表明他人吸引我

们的奖赏是多么复杂多变。

即使人们不刻意去做，还是会去追求那些更可能使自己繁殖后

代、遗传基因的伴侣，从这些特殊的伴侣身上同样能获得间接利益

（Buss，2012）。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人们常常被那些能为将来的后

代提供生存优势的人所吸引，即使他们根本还没想过养育孩子的问

题。

的确，大多数人只是认为如果某个人充满魅力我们就容易被他吸

引，但实际情况远比这复杂得多。吸引力的确与我们认知到的他人具

有吸引力的个人特征有关，但它还取决于我们自己的需要、偏好、愿

望以及所处的情境（Graziano & Bruce，2008）。吸引力的基础是与

他人发生的有奖赏意义的经历，但这些愉快经历表现的渠道多种多

样，我们未必总能意识到这些影响我们选择的所有因素。那么，我们

就从一个常常容易被人忽略的因素开始考察吧。

临近：喜欢身边的人

我们或许在网络上结识过朋友，但当我们能听到朋友的声音、看

到朋友的微笑、能真实地握手时，这样的交流不是更有奖赏意义吗？



大部分时候，当人们面对面地交往时（在身体上，而且在心理上都更

接近），这样的人际关系奖赏价值更高。确实，现实空间上的临近

（proximity）通常首先决定了人们能否相遇。多数情况下，友谊和爱

情都源自与身边人的交往。

事实上，空间上的临近和人际吸引之间有着显而易见的联系，一

米左右的距离就会造成很大的差别。想一下你上学的教室：新学期开

始时你认得的是谁？谁又是你的新朋友？你认识的人和最喜欢的人在

上课时很可能就坐在你的身边。如果在教室里给大学生分派座位，大

学生更可能与坐在身边的人成为好友，而不是那些坐在教室另一边的

人，即便教室非常小（Back et al.，2008）。

图3.1　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公寓结构图

在费斯廷格等人（Festinger et al.，1950）的研究中，把住宿生随机分配到这样

的公寓里。

资料来源： Myers, 1993.

对大学校园里学生公寓区的社交研究也得到类似的结果。费斯廷

格等人（Festinger，Schachter，& Back，1950）的一项经典研究考

察了麻省理工学院住校生的友谊选择。他们把住宿生随机分配到如图

3.1所示的17间公寓里。住处较近的人比房间相隔较远的人更有可能成

为朋友。的确，住宿生成为好友的可能性与他们房间的距离有紧密的



关系（见表3.1）。值得一提的是，对建筑楼群的研究也得到类似的结

果：人们更可能喜欢和结识与他们更靠近的公寓楼里的人。显然，即

使很小的距离对我们的人际关系也有着重大的影响，对此我们常常认

识不足。一旦我们确定了居住、工作或上学的准确地点，我们大体上

也就决定了哪些人将会成为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表3.1　麻省理工学院校园公寓里的友谊选择

方便：远亲不如近邻

为什么空间上的临近有着如此大的影响力？答案之一是如果他人

在我们身边，我们很容易得到他们提供的各种奖赏。如果其他条件相

同，身边的伙伴比遥远的伙伴更有优势：与远距离的伙伴交往消耗的

金钱和付出的努力——诸如手机话费、汽油费和路上的耗时等——使

这样的人际交往比住家附近的交往成本更高（Baldinger，2008）。远

距的人际关系奖赏价值也低；在文字或声音中表达出的爱意远不如脸

颊上真实的一吻那样打动人。因而，分居两地的亲密关系一般不如朝

夕相伴的亲密关系令人满意（Sahlstein，2006）。



这一研究结果的惟一亮点是出乎人的意料。然而，住在一起的恋

人，假若要分离一段时间，他们还可能快乐地认为这并不会影响他们

的感情，因为他们的爱情已经具有足够的奖赏价值。如果这样，他们

或许会奇怪于距离对亲密关系的影响。原本临近又便利的亲密关系如

果因为距离而变得疏远，这种伤害是任何人都难以预料的。即便已婚

的夫妻如果分居两地也更可能离婚（Poortman，2005）。分离似乎并

没有加深感情。

熟识：重复接触

空间上的临近也使两个人更可能相遇，彼此变得更加熟悉。俗语

云“亲不敬，熟生蔑”，但研究证据并不支持。重复地接触他人（甚

至只要看到他人照片）通常能增加我们对他们的喜欢程度，而不会导

致厌烦，此即曝光效应（mere exposure effect） [1]（Zajonc，

2001）。即使我们从来没有与陌生人说过话，我们仍倾向于喜欢见过

很多次的面孔，而非不熟悉的面孔。



图3.2　大学教室里的曝光效应

即使女生没有和教室里的真正学生打交道，她们出现在教室里的次数越多，其他学

生就越喜欢她们。

资料来源：Moreland & Beach, 1992.

研究者（Moreland & Beach，1992）做了一项有趣的研究来说明

曝光效应。在大学学期开始时，研究者让女大学生在某些课堂上分别

出现15次，10次或5次。这些女生从来不和教室里的其他学生交谈，只

是坐在那里，她们出现的次数有多有少。然后，在学期末让该课堂真

正的学生看这些女生的照片，并询问他们的反应。结果非常清楚：越

熟悉的女生（即出现次数越多的女生）对学生越有吸引力，她们比那

些从未看到过的女生更让他们喜欢（见图3.2）。



因为临近常常能导致熟识，而熟识又引起喜欢，所以与他人频繁

的接触不仅能使交往更方便，而且会使对方看起来更有吸引力（Reis

et al.，2001）。再举一例，真正认识同性恋的人与那些与同性恋没

有（或不想有）任何接触的人相比，前者对同性恋者的态度更积极

（Vonofakou et al，2007）。

临近的作用

当然，空间上的临近所增加的吸引力是有限的。如果不断接触，

则任何事物（喜爱的食物、歌曲，也许甚至是恋人）都会令人厌烦

（Bornstein，1989）。熟识能增加吸引力，但过度接触则未必。而与

可憎、难于相处的人临近并不一定让我们更喜欢他们（Ebbesen et

al.，1976）。要给临近的作用下一个定论的话，就是它能增强我们对

他人的情感。我们往往更喜欢身边的人，然而如果他们令我们厌烦，

那么临近只会雪上加霜。

的确，对美国加州的一个居民小区的研究发现，尽管住户的大多

数朋友就住在附近，但很多他们极为讨厌的人也住在附近（Ebbesen

et al.，1976）！很少有人会说他们讨厌住在几栋楼之外的人。相

反，他们鄙视那些常惹他们厌烦的近邻，这些近邻要么大声地放音

乐，要么让宠物随意乱走等等。如果伴侣分开了，临近甚至能摧毁看

起来处得很好的亲密关系（见下页专栏3.1）。我们易被身边的人吸

引，但如果我们与他们的接触令人失望或者不快，那还不如保持距离

的君子之交呢。

长相吸引力：喜欢那些可爱的人



空间的临近把人们连接在一起之后，我们见到他人时可能最先注

意到什么？当然是他们的长相了。尽管我们都知道人不可貌相，但长

相的确影响着我们。长相吸引力对人们第一印象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

响。一般来说，且先不管对错，我们倾向于认为外貌俊美的人更讨人

喜欢，更好相处（Brewer & Archer，2007）。

对美丽的偏见：“美的就是好的”

假若给你看一张陌生面孔的照片，要求你只依据照片来猜测此人

的性格特点和人生前景。这类研究一般发现：人们认为外貌具有吸引

力的人更有趣、更善于社会交往，在生活和爱情方面也更可能取得成

功（见76页表3.2）。总之，人们似乎受到“美的就是好的”这一简单

刻板印象的影响；人们认为有吸引力的人也有着令人满意的特质，以

与其俊美的长相匹配（Lemay et al.，2010）。而且我们似乎自动地

做出这些判断，没有丝毫有意识的思考；我们看到俊美面孔的那一刻

就已开始了对它的正面评价（Cheng et al.，2003）。

然而我们并不会认为长相好看的陌生人十全十美，外貌越有吸引

力的人我们越容易认为他们较放荡（Brewer & Archer，2007）。[这

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吗？有可能。理由是我们倾向于认为俊美之人大

方得体、和蔼可亲，因为被他们吸引，期望他们反过来也喜欢我们

（Lemay et al.，2010）。希望恒存。]当然，俊美之人给陌生人的总

体印象毫无疑问好过长相一般的人，这一点在世界各国应该都是一样

的。例如在韩国，美丽的人给人的印象是友善、聪明和善于社交，这

点与美国一样。然而，与韩国的集体主义文化一致（强调团体和

谐），韩国人认为貌美之人也非常关心其他人是否幸福，这一结果在

西方社会并不存在（Wheeler & Kim，1997）。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

俊美之人有哪些优势，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具体文化所强调的价值观。



表3.2　美的就是好的



资料来源：Dion et al., 1972.

对美丽的偏见还可能使人混淆容貌和才能。在职场中，貌美之人

比一般长相的人工资更高、晋升更快。平均而言，与中等相貌之人相

比，貌美的雇员多赚5%，而丑陋的家伙少挣9%（Salter，2005）。智

力比相貌对收入的影响可能更大，但不论你多聪明，相貌仍可能对你

的收入有一定的影响（Judge et al.，2009）。的确，在大学校园，

学生对有魅力的教授的教学评价更高（Hamermesh & Parker，

2005）。美国政治人物越有吸引力，人们对其才能的评价更高

（Olivola & Todorov，2010）。甚至在法庭上相貌好的人都会留下更

好的印象；在德克萨斯州因犯轻罪而罚款的人中，相貌俊美的人比相

貌一般的人罚的钱更少（Downs & Lyons，1991）。

但貌美之人的交往及人际关系真的与不太漂亮的人有什么差别

吗？我们稍后再来谈这个问题。首先需要考察一下我们评价美丑的标

准是否一致。

吸引力的秘密



请思考以下一幕：在第一天的大学课程上，研究者邀请你加入一

个小组，算上你一共有4名男生和4名女生。小组成员彼此都不认识。

你的任务是仔细观察每个人并（秘密地）评价他们的外貌吸引力，其

他人也会对你进行评价。你认为结果怎样？异性的4名组员对你外貌的

评价是否一致？你和其他3名同性组员对其他4名异性组员是否会给出

完全一样的评价？这正是我和戴维·马库斯所做的研究，以确定“情

人眼里出西施”的正确性（Marcus & Miller，2003）。我们的确发现

不同的观察者之间存在一些轻微的分歧，这可能缘于个体的品味不一

样。对美貌的判断一定程度上具有个人特色（但个体差异不会太

大）。我们的后续研究发现，人们对陌生人外貌是否美丽的判断具有

惊人的一致性。我们研究的参与者对谁漂亮和谁不漂亮显然具有相同

的看法。

而且这种共识具有跨种族的一致性；亚洲人、中南美洲人和美国

黑人、白人对他们各自种族美丽女子的认识是一致的（Cunningham et

al.，1995）。更惊人的发现是，新生儿也偏好成人认为漂亮的面孔

（Slater et al.，2000）；婴儿还很小，不会受到社会规范影响，但

他们盯住漂亮面孔的时间远长于不漂亮的面孔。

这些能吸引婴儿的面孔具有哪些特点呢？毫无疑问，女人如果有

“娃娃脸”的特征，比如大眼睛、小鼻子、尖下巴和丰满的双唇，就

更有吸引力（Jones，1995）。然而问题的关键并不是要看上去有孩子

气，而是要有女人味，青春可人；美丽的女人结合了这些娃娃脸的特

征和健康成熟的标志，诸如突出的颧骨、瘦削的脸颊和满面的笑容等

（Cunningham et al.，2002）。拥有这些特征的女子在全世界都是公

认的美女（Jones，1995）。

男性的吸引力则比较复杂。拥有结实下颚和宽阔前额的男性——

看上去坚强而有主宰力——通常被人认为是帅哥（Rhodes，2006）。



（想象一下乔治·克鲁尼[George Clooney]）。[2]另一方面，如果通

过电脑图像技术把普通男性的面孔变得略微有点女性化和娃娃脸，这

种“女性化了的”男面孔——看上去热情又友好——也有吸引力。

（想象一下托贝·马奎尔[Tobey Maguire]）。[3]更值得一提的是，

女性喜欢哪种男人脸型取决于她们的月经周期：当处在排卵前的受孕

期，她们会觉得不修边幅、具有男子气特征的面孔更吸引人，但其他

时间则更喜欢青春型、具有孩子气特征的男性面孔（Little et al.，

2002）。

两张面孔中哪一张更吸引你？这是对同一张面孔修改合成的两幅图像，使面孔变得

更女性化或男性化。如果你是女性，你的偏好或许取决于你目前所处月经周期的阶

段。大多数女性在受孕期觉得右面具有男子气的面孔更有吸引力，但在受孕期之外

她们认为左面女性化的面孔更吸引人。左图是50%女性化了的男人合成面孔；右图是

50%男性化了的男人合成面孔。

资料来源：Little et al., 2002; Anthony Little (www.alittlelab.com)



任何情况下，两性漂亮的面孔轮廓既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的

确，漂亮面孔的轮廓大小是处在平均水平的。如果使用电脑图像技术

制作一张由不同人的面孔局部特征组合而成的新面孔图像，得到的这

种平均化的面孔几乎比组成它的所有单个面孔更有吸引力

（Rubenstein et al.，2002）。这种情况不仅在美国，在中国、尼日

利亚、印度以及日本都是一样的（Rhodes et al.，2002）。（有趣的

例子请访问德国的网站：www.beautycheck.de。）

然而，这并不表明漂亮的人有着平庸和普通的长相。通过平均化

合成的面孔在实际生活中是非常罕见的。合成面孔的局部特征相互之

间比例般配：鼻子不会过大，眼睛不会过小，面孔的任何一部分都不

会有过分的夸大、发育不良或者怪异。平均化的面孔也是对称的，面

孔的两半是互为镜像的；两只眼睛一般大小，脸颊也是一般宽等等。

对称的面孔本身就有吸引力，不论面孔是否是“平均化”了的（Fink

et al.，2006）。实际上，如果你仔细看一对双胞胎，尽管他们的脸

很相像，你可能还是会认为脸部更对称的那位更吸引人（Mealey et

al.，1999）。显然，对称和“平均”都会影响到面孔的美丽；即使在

许多对称的面孔图片中，面孔越平均化就越有吸引力（Rhodes et

al.，1999）。所以，漂亮的面孔似乎结合了所有单个面孔最好的局部

特征，构成了左右平衡、比例适宜的整体。



当把2、8、32张真人面孔叠加在一起构成复合面孔时，看看会发生什么？当组合的

面孔越多，合成的面孔图像越不像某个真实的面孔那般怪异或独特，而是越来越多

地具有人类面孔典型的局部特征和大小尺寸。这样就得到了最有吸引力的面孔图

像。“平均化”了的面孔就是有吸引力的面孔。

资料来源：Rubenstein et al., 2002.

当然，不同体型的吸引力也存在差异。男性认为体重正常、不肥

不瘦、腰身明显细于臀部的女性身材最有诱惑力（Furnham et al.，

2005）。最吸引人的腰臀比例（waist-to-hip ratio，WHR）的曲线比

率0.7，即腰部比臀部细30%（见图3.3）；这种“沙漏”形状的身材对

世界各地的男性都有吸引力（Singh，2004）。[4]多数情况下，人们

都认为肥胖的女性不如身材苗条或正常的女性有魅力，但干瘦的女性

并不比正常的女性更吸引男性（Swami et al.，2007）。男性还喜欢

丰满的乳房，但乳房的大小并不如它与女性身体的比例重要；曲线比

率为0.75的腰胸比例最吸引男性（Voracek & Fisher，2006），巨乳

配上水桶般的粗腰并不能提升女性的吸引力（Furnham et al.，

2006）。并且女性的腰臀比例比乳房大小更能影响男性对女性吸引力

的判断（Dixson et al.，2011）。[5]



图3.3　腰臀比例

这六个女人的身材在两个方面存在差别。两个女人比正常体重偏轻，两个女人比正

常体重偏重，中间的两个女人体重正常。此外，有三个女人的腰围是其臀围的70%

（所以她们的腰臀比例即WHR是0.7），而其他三个女人的腰围和臀围一样粗。当男

性来评价这些图时，腰臀比例小的女人比不太有曲线的女人得分要高，而且正常体

重中的WHR为0.7的女性最受男性喜欢。

资料来源：Singh, 1993.

如前所述，男性的吸引力稍显复杂。当腰部仅比臀部略窄，腰臀

比例为0.9时，男性的身体最有吸引力。宽广的肩膀也有吸引力；肩臀

比例大（约为1.2）（Hughes & Gallup，2003）、肌肉强壮（Lassek

& Gaulin，2009）的男性发生性关系的年龄更早，性伴侣也更多，这

一点在全世界都一样（Frederick et al.，2011）。然而，男性光有

好身材并不能吸引女性，除非他还有其他资源；只有当他能挣一份体

面的薪水时，他的腰臀比例才会影响女性对他的评价（Singh，

1995）。男性即使英俊但若贫穷，对女性并不那么有吸引力。

对外貌吸引力的判断显然是多层面的，还存在影响外貌吸引力的

其他因素。男女两性都倾向于男方高于女方（Salska et al.，

2008），所以在网络上高个男性的照片比矮个男性的照片能得到更多

女性的回应。矮个（如162厘米）男子要在婚恋网站得到与高个（如

186厘米）男子一样多的回应，只有赚更多的钱才能做到——多得多的

钱。上例中的矮个男子每年必须多赚221 000美元才能与高个男子一样

吸引女子的注意（Hitsch et al., 2010）。说到金钱，职场中高个子

也能得到更多的尊重和更高的收入；如果不考虑年龄和性别，在美国

和英国身高每增加1英寸（约2.54厘米），平均每年多挣789美元

（Judge & Cable，2004）。比如在各种职业中，身高185厘米的人每

年比身高175厘米的人多挣3 156美元。



未来伴侣身体散发出的气味对女性的影响比男性更大（Herz &

Inzlicht，2002）。尽管如此，男性更喜欢漂亮女人散发出的体香

（Thornhill et al.，2003）。在一项对体香的经典研究中，人们连

续几天穿着同一件T恤衫睡觉，也没有使用任何香水。然后陌生的参与

者嗅一下这些T恤衫，并挑出最吸引人的气味。面孔对称、有吸引力的

人的气味明显地比面孔不对称的、没有吸引力的人的气味好闻，因为

陌生人偏好俊美之人的体香，而不是相貌平常人的气味（Thornhill

et al.，2003）。值得一提的是，异性恋的男性认为女性在排卵期的

体味比月经周期的其他时间好闻（Gildersleeve et al.，2011），但

他们不是很喜欢同性恋男性的气味，同性恋男性的体味对其他同性恋

的男性比对异性恋男性更有吸引力（Martins et al.，2005）。这些

研究结果并不是我编造出来的，所以显然还有一些微妙的因素在起作

用。

长发的女性比短发的女性对男性更有吸引力（Knapp-Kline et

al.，2005）。这类研究中，男性参与者要评价图片中某个女性的吸引

力，她的头发通过计算机图像技术在图片中表现得长短不一。男性参

与者对长头发的约会女伴更感兴趣，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认为长头

发的女人不太可能订婚或者结婚，更愿意在第一次约会时就与他们发

生性关系（Boynton，2008）。但男性的胸毛再长也没有此种效果；女

性更喜欢胸部光滑、少毛的男性，而非胸部毛茸茸的男性（Dixson et

al., 2010）。

女性还喜欢聪明的男性（这对于读到这本书的大多数男性都应该

是好消息）。在一项有趣的研究中，研究者对男性进行了智力测试，

然后拍摄他们投掷飞盘、朗读新闻标题和思考火星生命的场景。当女

性观看这些视频时，男性越聪明就越有吸引力（Prokosch et al.，

2009）。原因可能是当男性企图打动女性时，会使用比日常谈话更华

丽（即夸大）的词藻（Rosenberg & Tunney，2008）。



最后，男女两性都认为穿红色衣服的约会对象更有吸引力。参与

研究的两性都认为陌生的异性（而非同性）穿着红色（而非绿色或蓝

色）的衬衫更性感、更有吸引力，而当女性穿着红衣服时，男性更愿

意采取示爱行动，如请求约会、花费金钱（Elliot et al.，2010；

Elliott & Niesta，2008）。无怪乎情人节是红色的。

长相吸引力的演化观

我刚刚谈到许多细节，你或许没有注意到，人们对美貌的偏爱通

常符合演化心理学的观点。请思考以下行为模式：

● 文化差异表现在方方面面，但世界各地的人对于美丑的评判仍

趋向一致（Cunningham et al.，1995；Jones，1995）。这就是为什

么世界选美大赛的获胜者不论来自哪里，看起来都那么迷人的原因之

一。

● 婴儿天生就偏爱那些同样能吸引成人的面孔（Slater et

al.，2000）。对美丽长相的偏爱或许是遗传而来的。

● 面容英俊的男性比面容丑陋的男性的精子更健康，更有活性

（Soler et al.，2003）。[他们在全美橄榄球联赛里也是更成功、更

有效率的四分卫，评级也更高（Williams et al.，2010）。]

● 有着对称面孔的人与面孔不对称的人相比，往往也拥有对称的

体型，他们的身体和心理也更为健康，因而能找到更优秀的配偶

（Perilloux et al.，2010）。有着对称体型的妇女体内雌二醇

（estradiol） [6] 含量更高（这可能使她们更有生殖能力；

Jasienska et al.，2006）。拥有对称体征的男女两性更加聪明



（Luxen & Buunk，2006）、更少生病（Thornhill & Gangestad，

2006）。

● 荷尔蒙通过调节脂肪在人体的分布而影响腰臀比例。腰臀比例

接近0.7（最吸引人的标准）的妇女，其体内带有特定比例的雌二醇和

黄体酮（progesterone）[7]混合激素，比缺少曲线美的妇女更容易受

孕、身体也更健康（Jasienska et al.，2006）。腰臀比例接近0.9标

准的男性可能比大腹便便的男性更健康（Payne，2006）。所以，两性

都会认为异性最佳健康状态的身材最有吸引力。而且，腰臀比例低的

妇女的子女在认知测验上的得分常高于矮胖妇女的子女（Lassek &

Gaulin，2008）。



不同文化对于美丑的评价具有惊人的一致性。其他国家被评为可爱的美人对我们也

往往有吸引力。

● 年轻的妇女比年老的妇女更可能留长发，并且头发质量和身体

健康有关。所以男人偏爱的长发与女性配偶的健康有关（Hinsz et

al.，2001）。



● 最终，综合一切因素，有吸引力的人比缺乏吸引力的人生育更

为成功（有更多的孩子）（Jokela，2009）。

● 尽管人人都喜欢美丽的容貌，但长相吸引力对于居住在赤道地

区的人尤为重要，因为那里充斥着有损人体健康的寄生虫和病菌

（Gangestad & Buss，1993）。在赤道地区，无瑕疵的美貌就是身体

健康的最好标志，与面貌不完美的人相比俊美的人是更好的配偶

（Fink et al.，2001）。

● 伴随着月经周期，妇女的偏好存在一些微妙而又有点好色的变

化（Gangestad et al.，2010b）。妇女只在每个月排卵前的几天才有

可能受孕（见图3.4），这段时间妇女会发现男人的某些特征特别具有

吸引力。当处在受孕期时，妇女比其他时间更偏爱男子气的面孔、低

沉的嗓音、有着对称体型男子的体味以及更大胆、更傲慢、更有领袖

魅力的行为（Thornhill & Gangestad，2008）。所以，妇女在最有可

能怀上孩子时易被自信果断、狂妄自大的男子吸引，即那些“举止更

像浪荡子而非好父亲”的男子（Perrett，2010，p.104）。但在这个

月的其他时间则偏爱温情脉脉、和善友好、谦虚保守的男子。如果女

性没有排卵（如服用避孕药），这种周期性的变化则不会发生（Smith

et al.，2009）。



图3.4　月经周期中妇女受孕的可能性

妇女的受孕期处在月经周期的卵泡期（follicular phase，即月经期和增殖期，血

液中雌二醇和孕酮水平很低）快结束时排卵前的几天。在受孕期内，妇女比其他时

间更偏爱男子气的面孔和男性更狂妄大胆的行为。

资料来源： Jochle，1973。妇女总数N = 1800。

● 最后——正如你所看到的，足可以列出长长的表单了——妇女

在每个月的受孕期都变得对男人更有吸引力。她们会穿上红色的衣服

（Gonzales & Luévano，2011），装扮妖娆性感，显露更多的肌肤

（Schwarz & Hassebrauck，2008），变得风情万种（Haselton &

Gangestad，2006）。她们更愿意接受陌生人的邀请跳舞（Guéguen，

2009），对随意性关系也更为感兴趣（Gangestad et al.，2010a）。

事实上，在夜总会跳艳舞的女子每个月受孕期的那几天比其他时间赚

的钱更多（Miller et al.，2007）。这一切对男子也有影响：给他们



嗅受孕期女子穿过的T恤时，睾丸激素含量会上升（Miller & Maner，

2010），脑子里也会浮现与性有关的想法（Miller & Maner，

2011）。[8]

这些行为模式使一些理论家确信，身体美貌的标准存在一个演化

的过程（如Buss，2012）。推测看来，那些能成功地找到可受孕、强

壮健康的配偶的早期人类比起随便找个配偶的早期人类更可能繁殖成

功。因而，现代男性普遍偏爱体型对称、娃娃脸面孔、腰臀比例低的

女性，现代（受孕期内的）女性普遍偏爱体型对称、男子气、精力充

沛的男性。这种偏爱是演化而来的倾向，它根源于人类的本性而不是

特定文化传承的结果。

文化也起作用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条件的变化，吸引力的标准无疑

也会受到影响。你是否注意到，依据现代的标准，文艺复兴时期绘画

中的女人看起来显得过于肥胖？在经济困难时期，食物供应都成问

题，人们都饿着肚子，苗条的妇女的确不如丰满的女子更吸引人

（Nelson & Morrison，2005）。全世界只有在富足的年代，人们才认

为苗条的女子更迷人（Swami et al.，2010）。的确，美国在20世纪

时经济繁荣，社会对女性的期望越来越瘦，因而《花花公子》上的玩

伴女郎和美国小姐的参赛者，总的说来比你小时候的那些参赛者更为

纤瘦骨感（Pettijohn & Jungeberg，2004）。实际上，今天《花花公

子》玩伴女郎的纤瘦身材所要求达到的平均体重标准已经足以引起饮

食障碍了（Owen & Laurel-Seller，2000）。

不同种族人群的文化审美标准也会有所差异（也许部分地受到不

同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在美国，黑人妇女和拉丁裔妇女可接纳

的体重比白人妇女要重些，并且黑人和拉丁裔男性的确比白人男性更



喜欢稍胖点的妇女（Glasser et al.，2009）。[不过请注意：他们都

喜欢同样的曲线美即0.7的腰臀比例，这一身材对所有男性都有吸引力

（Singh & Luis，1995）。事实上甚至文艺复兴时期绘画中的女性的

腰臀比例都是0.7。]

这些研究结果表明，人类本性和环境条件一起塑造了我们对美丑

的共同判断标准。我们常常被那些看起来是个好配偶的人所吸引，但

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算是好配偶，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所居住的环

境。不过，并不见得总是情人眼里出西施，世界各地的人对于美丑的

判断标准还是有相当的一致性。

长相的重要性

陌生人走进房间时，你瞥一眼就明了此人的吸引力如何（Willis

& Todorov，2006）。这重要吗？的确重要。想想人们在相亲大会上的

一幕。研究者考察了美国一家网络交友公司HurryDate的1万多名会员

的行为，在该公司策划的快速约会中，参与者可以和多达25位不同的

交友对象进行短暂的交谈。（每次谈话后，参与者要回答是否有兴趣

与刚刚见过的对象做进一步接触；如果两人彼此的回答都是“是”，

HurryDate就给他们送出好消息，允许他们访问彼此网上的个人说明。

这样速配就成功了。）[9]在这样一个平台，人们能快速地交换他们需

要的信息。那么，什么因素决定了他们的选择呢？男女两性都依据外

在的长相做决定。“HurryDate的会员有3分钟的时间来做出决定，但

大部分人在3秒钟内就决定好了”（ Kurzban & Weeden，2005，

p.240）。苗条、年轻、长相美丽的女性最吸引男性，高挑、年轻、长

相英俊的男性最吸引女性。人们在几分钟会面及交谈所了解的信息

中，最重要的就是长相吸引力。这是快速约会研究中一致的结果。



另一项研究评估了参与者的大五人格特质、依恋类型、政治态

度、爱好和价值观，也发现在第一次短暂会面后，影响青年男女交往

的最主要的因素是当事人的长相吸引力。如你所料，外向、友善的人

往往更受人喜爱，但在一次短暂的会面之后这一切都不如当事人的外

貌重要（Luo & Zhang，2009）。

当然，快速约会可能有点忙乱，你曾经在仓促的一个半小时内向

25位相亲对象介绍自己吗？如果人们有时间完全有可能深思熟虑地挑

选恋爱对象（Lenton & Francesconi，2010）。具体而言，全世界的

男性都比女性更为关注恋人的长相吸引力（见图3.5）。如果要在单身

网站上描述自己对伴侣的要求，男性会比女性更加露骨地表明自己要

找一位漂亮的对象（Iyengar，2007），男性在决定接触对象时比女性

更容易受长相的影响（Hitsch et al.，2010）。女性都知道男性会以

貌取人，这可能是2010年美国91%的整形手术对象都是女性的原因

（American Society of Plastic Surgeons，2011）。

图3.5　爱侣对外貌吸引力的期望



在全世界，根据人们的自我报告，男性比女性更为关注伴侣的长相。

资料来源：Buss & Schmitt, 1993. Copyright  1993 by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dapted with permission.

尽管如此，女性在网上的行为与男性几乎一样，更喜欢与长相英

俊的男子接触（Hitsch et al.，2010）。另外虽然男女两性（认为他

们）在俊美的长相上有着不同的侧重点，但长相吸引力影响我们对所

遇之人的喜爱程度上并不存在性别差异（Eastwick & Finkel，

2008）。人们聚在一起时，长相真得很重要。外貌吸引力或许是影响

男女之间最初喜欢彼此的最重要因素。

美丽：交织着的代价与收益

人们的长相究竟对人际交往有怎样的影响？众所周知，美丽的女

人比姿色平庸的女人的约会次数更多（Reis et al.，1980）。而且，

与美女交往令男人如沐春风；他们交谈时滔滔不绝，忘我投入，觉得

能与美女交往真是三生有幸。他们还会给可爱的女招待更多的小费

（Lynn，2009）。英俊的男人也一样走运，他们能得到女人更多的微

笑、交谈和积极情感（Ickes，2009）。

然而，在获得与异性交往的机会方面，男人长相的吸引力比女人

的长相更重要（Reis et al.，1982）。实际上女人的美貌和她与男人

交往的时间整体上看并无相关。美丽女人的确有很多约会，但姿色平

庸的女人在群体活动中也会把大量时间都用在与男人交往上。相形之

下，男人的长相和他们与女人交往的次数及时间存在相关。长相平庸

的男人与英俊潇洒的男人相比，与女性任何形式的交往都更少。准此

而论，长相吸引力对男人社交活动的影响要甚于女人。



有吸引力的人由于更受欢迎，他们往往不怎么孤独，拥有更好的

社交技能，比其他人更快乐些（Feingold，1992），并且如果他们愿

意，他们能和更多的人发生性关系（Weeden & Sabini，2007）。长相

的吸引力甚至还能解释影响人们一生适应能力和幸福生活变量的10%

（Burns & Farina，1992）。但是有吸引力也有不利之处。举例来

说，人们对俊美之人更可能撒谎。为了和美女约会，男人不惜虚报和

歪曲自己的兴趣、性格和收入，而对于姿色平庸的女人，男人不屑于

虚构自己的形象（Rowatt et al.，1999）。因此，俊美之人常常认为

别人在“拍马屁”、奉承讨好自己，开始谨慎地怀疑别人，对别人的

溢美之词都会打上几折。

请思考下面这项精巧的研究：相貌俊美和相貌普通的人都会看到

一份评价他们工作的书面报告，评价者为异性，有的了解他们的长

相，有的并不了解（Major et al.，1984）。两组参与者得到的都是

表扬和肯定的评价（的确，每个人得到的都是相同的评价）。参与者

对这样的好消息反应如何？如果评价来自不了解他们俊美长相的人，

俊美之人都认为表扬更真实、更可信。显然那些被他们外貌打动的

人，过去常常给予他们太多不实的恭维。相反，相貌普通的人认为那

些的确了解他们长相的人的表扬更令人信服；但悲哀的是，他们并不

习惯来自了解他们平庸长相之人的表扬。

所以，俊美之人常常能与他人愉快交往，但不如长相平庸之人那

样信任别人（Reis et al.，1982）。具体而言，他人的表扬或许具有

不确定性。如果你非常有吸引力，你或许永远无法确定别人赞美你是

因为欣赏你的能力还是喜欢你的长相。

最后，长相对你社会生活的影响可能部分地取决于你居住的环境

（城市或农村）。在美国人口稠密的都市，腰臀比例低的女性与他人

的联系更紧密，对生活也更为满意，但在人烟稀少的农村，则没有这



种模式（Plaut et al., 2009）。在可以选择的恋爱对象很多时，长

相吸引力可能更为重要。由于有选择余地，人们理所当然会更偏爱有

吸引力的对象。然而，在挑选机会不多的地方，长相则不太重要

（Anderson et al.，2008）。

长相吸引力的匹配

我们已经详尽地探讨了长相吸引力（这也说明其重要性），但还

有最后一点要说明，就是长相吸引力在人际关系刚建立时的作用。人

们或许都想找到俊美的伴侣，但最终结果通常是与自己容貌相当的人

配成对（Hitsch et al.，2010）。已确定爱情关系的伴侣，他们的长

相吸引力往往是类似的；即他们的容貌是相匹配的。这种现象称为匹

配（matching）。



亲密关系越严肃、投入程度越多时，匹配就越明显。有时运气好

的话人们偶尔能与长相胜于自己的人约会，但这种恋爱关系并不稳

定，也很难发展到订婚，因为双方并不是“同一类人”（White，

1980b）。这表明，即使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伴侣长相俊美，但只有那

些容貌也俊美的人才能得偿所愿。长相确实俊美的人并不愿意和容貌

平庸的家伙成为伴侣，同样我们普通人也不会愿意和长相“差于我

们”的伴侣长相厮守（Lee et al，2008）。

因而，虽然不很浪漫，但相似的长相吸引力或许是筛选伴侣的一

个指标。如果人们普遍珍视俊美的容颜，都满足于寻找长得最好看的

伴侣（反过来这些伴侣也一样），伴侣的匹配就出现了（Montoya，

2008）。因此，夫妻双方在长相吸引力上是非常接近的（Little et

al.，2006）。再往后，长相吸引力在婚姻中所起的作用远不如当初把

情侣们吸引在一起时那么重要（McNulty et al.，2008），但如果两

个人看起来差异很大，亲密关系可能根本无法建立（Straaten et

al.，2009）。

礼尚往来：喜欢那些喜欢我们的人

吸引力匹配现象表明，要想享有成功的亲密关系，我们应该追求

最有可能回报我们的伴侣。实际上，大多数人就是这样做的。当我们

寻找未来的伴侣时，大多数人会用下面的公式来衡量自己对他人的实

际兴趣，以及接近伴侣和建立亲密关系的可能性（Shanteau & Nagy，

1979）：

对未来伴侣的期望值=伴侣的外表吸引力×伴侣接纳自己的可能性

如果其他条件相同，长相越好，人们对他（她）的期望值就越

高。不过从这个公式可以看出，伴侣综合的吸引力如何，取决于伴侣



的长相吸引力和我们判断伴侣喜欢我们可能性的乘积。算术谁都会

做，如果有人喜欢我们，但却十分丑陋，这样的人可能并不是约会的

首选对象。同样，如果有人长相非常俊美但并不怎么喜欢我们，我们

也不会浪费自己的时间。最吸引人的伴侣是长相还过得去，也很有可

能接纳我们的人（之所以愿意接纳我们或许是因为他们也不太俊

美）。

我们期望伴侣接纳自己的可能性大小，很大程度上和自己的适配

价值（mate value）即作为生殖伙伴的综合吸引力有关。高适配价值

的人，有很多热烈的追求者，因此他们能够坚持自己对伴侣的高要

求。他们的确能实现（Edlund & Sagarin，2010）。例如，绝代佳人

对男人有非常高的标准要求；她们不单想要一个能成为好父亲的友善

绅士，也不只需要经济实力雄厚的性感猛男，她们希望伴侣拥有所有

这些理想的条件（Buss & Shackelford，2008）。如果她们的适配价

值足够高，或许真能吸引到这么完美的伴侣。但如果她们高估了自己

的期望值、盲目自信，就会不断地被人拒绝。于是她们可能重新调整

自己的适配价值，并对他人接纳自己的可能性重新做出估计

（Greitemeyer，2010）。

的确，被人接纳和拒绝的经历教会我们在接近新的恋爱对象时所

应有的期望（Kavanagh et al.，2010）。害羞之人（Wenzel &

Emerson，2009）或低自尊的人（Cameron et al.，2010）往往紧张不

安地估计他人会拒绝自己，因而会追求不太出众的对象。当我们不太

确定他人是否会接纳我们时，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去冒被拒绝的风险。

下面一项精巧的研究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实验中大学男生必须选择

观看电影的座位（Bernstein et al.，1983）。他们有两种选择：挤

到临近美女的惟一座位上，或者独自一人坐到周围有很多空位的座位

上。关键是有些男生认为两边屏幕放映的是同样的影片，而另一些男

生则认为两边放映的是不同的影片。我们来看看小伙子们的抉择结



果。推测起来，大多数男生都希望能结识美女。然而，如果两边屏幕

放映的是同一部影片，挤到美女身边就会招致被拒绝的风险；他们泡

妞的意图太过明显，美女可能会叫他们“退回去”。不过，如果两边

放映的两部不同的影片，男生们这样做就比较安心。挤到美女身边惟

一的座位就座，可能表示自己只是想看这部不同的影片，而并非受到

美女的诱惑，如果美女此时还严词拒绝就会显得粗鲁无礼。实际上，

当两边播放的是同一部影片时，只有25%的男生敢坐在美女旁边，但当

两边的影片不同时有75%的男生敢这样做，因为此时他们的意图比较模

糊，美女不太可能拒绝。而且，我们可以确信这些男生利用了这种不

确定的情境来接近美女，而不是真想看另一部不同的影片，因为研究

者不断交换两个屏幕上的影片。不管美女那边的屏幕放映的是什么影

片，都有四分之三的男生挤坐在美女身旁！

一般而言，人们似乎注意到别人接纳和喜欢自己的可能性，他们

更可能与那些愿意接纳而不是拒绝他们的人接近。不过最好的接纳来

自那些挑剔讲究的恋爱对象，他们并非来者不拒。比如在快速约会

中，急于要与遇见到的每个人都约会的人较之那些更有分辨力、更挑

剔的人，配对成功的次数也更少；对每个人都说“yes”的人，人们回

馈的“yes”却没几个。而只对有选择的少数人表现出兴趣的人，他们

则对这些挑出的对象充满吸引力（Eastwick et al.，2007）。顺便提

一下，人们“故作清高”的行为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这方面最近的

研究结果和传统研究相差很大。因为人们乐意被人喜欢，装作冷若冰

霜却只对某个人略微有点兴趣，这是一种默默地吸引人的方法。一味

故作清高没有什么作用。真正有用的是选择性地故作清高——也就是

说，除了你想吸引的人之外，任何人想要得到你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Walster et al.，1973）。那些能付出代价拒绝大多数人却又能高

兴地接纳我们的人，才是最有吸引力的未来伴侣。



不过，当其他条件相同时，不喜欢那些欣赏我们的人也难

（Curtis & Miller，1986）。设想你听到一位转校生的头一件事情就

是他（她）已经注意到你并且真的喜欢你；作为回报，你不应该对他

（她）产生好感吗？

显然，喜欢那些喜欢我们的人这一倾向是与吸引力的奖赏模型一

致的。这一倾向还符合平衡理论（balance theory）的观点，该理论



认为人们期望他们的思想、感情和社交关系能够保持一致（Heider，

1958）。如果两个人彼此都喜欢对方，他们的感情契合可以说取得了

“平衡”。如果两个人都讨厌对方也是一种平衡状态，但如果某人喜

欢一个人但得到的回报是厌恶时，就是一种不平衡状态。如果涉及三

个人结果会怎样？在一项研究中，大学生会遇见一位实验者，要么友

好地对待他们，要么粗暴地对待他们（Aronson & Cope，1968）。随

后，实验者的导师会走进来，对实验者的态度也是要么友好要么粗

暴！然后大学生有机会帮导师做些事情。他们会怎样反应？如果这位

导师友好地对待让大学生愉快的实验者，或者粗鲁地对待让大学生不

快的实验者，这两种情况下大学生们都对这位导师更有好感——也就

是说，这两种人际交往取得了平衡。这项研究基本上支持了人们偏爱

在人际关系中保持平衡的观点。正是这个原因，如果我们获悉某人和

我们一样厌恶其他人，我们就倾向于喜欢与我们态度一致的人

（Bosson et al.，2006）；我们还常常指望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

友，即使我们还没见过他们。

相似性：喜欢与我们相像的人

遇上喜欢我们的人具有奖赏意义。如果能遇上和我们恰好相像的

人，与我们有同样的背景、兴趣和品位，也令人感到愉悦快乐。的

确，人际吸引最基本的原则之一就是相像律：同性相吸（相类似的人

彼此吸引对方）。谚语“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绝对是正确的

（Fehr，2008）。请看以下例子：

● 在密歇根大学，男转校生如果参加一项与陌生人交朋友的研

究，就能获得免费住宿（Newcomb，1961）。在学期结束时，男转校生

们的密友都是和自己有很多共同点的室友。



● 在普度大学，研究者刻意安排一些社会政治观点相似或不相似

的男生和女生进行盲约（Byrne et al.，1970）。每对学生边喝饮料

边聊天，相互了解。45分钟的盲约之后发现，观点相似的学生比不相

似的更加喜欢对方。

● 在堪萨斯州立大学，13位男子挤在防空洞里并相处10天，期间

不断地考评他们彼此之间的感情变化（Griffit & Veitch，1974）。

结果发现能融洽相处的人都是有许多共同点的人，如果有可能，他们

恨不得把那些与自己格格不入的人扔出去。

以上例子表明，相像是有吸引力的。

有吸引力的相像种类

但我们谈到的相像具体指哪些呢？答案几乎包括任何方面。不管

是朋友还是恋人，幸福的伴侣在各方面都比随机选出的陌生人更为相

像。首先就是在年龄、性别、种族、教育程度、宗教信仰和社会地位

等人口统计学上的相像（Hitsch et al.，2010）。还记得你高中时最

好的朋友吗？他们可能与你的年龄、性别、种族完全一样。美国人甚

至更可能出人意料地与姓氏首字母和自己相同的人结成伉俪（Jones

et al.，2004）！

其次是态度和价值观的相像。如图3.6所示，伴侣间态度相同的程

度和彼此的吸引力有着简单直接的关联：共同点越多，彼此越喜欢

（Byrne & Nelson，1965）。注意曲线的走势，即使相像达到一定程

度之后，吸引力并不会下降，所以“共同点太多”并没有什么危险。

比如，就态度来说，两个人越相像，就越喜欢彼此。最近的选举你投

了谁的票？你和自己最好的朋友很可能投一样的票。甚至你在



Facebook上的网友也往往和你有相同的品味，喜欢同样的书籍、电影

和音乐（Lewis et al.，2008）。

吸引力受到人们相像程度的强烈影响。那些在家庭背景、性格、长相吸引力以及态

度上相像的人比不相像的人更有可能互相吸引。



图3.6　态度的相像和吸引力的关系双方的共同点越多，伴侣就越喜欢彼此。

资料来源：Byrne & Nelson, 1965.

最后，伴侣们还可能有着相似的性格。处事风格和人格特质相像

的人往往在彼此邂逅时就能和睦相处；比如，两位爱好交际的人或两

位害羞内向的人首次相遇往往比内向和外向的人彼此相遇更愉快

（Cuperman & Ickes，2009）。因而长期来看，具有类似性格的人比

性格迥异的人更加喜欢彼此。在一项研究中，800多名美国空军新兵在

军营训练期间彼此结识了很多新伙伴（Tenney et al.，2009）。最

终，性格相似的人的比性格不同的人婚姻更幸福（Gaunt，2006）。

相异并不相吸



两个人越相似，就越喜欢对方。那么，为什么很多人相信“异性

相吸”呢？是否存在共同点越少就越喜欢对方的例子？总的说来，答

案是否定的。但有一些微妙之处需好好体会理解，尽管人们一般不会

满足于不相似的（而非相似的）伴侣。不过，相像起作用的方式有时

很巧妙，这点很重要，因为它可能误导人们认为相异也能相吸。

匹配是广泛的过程

我们已经认识到人们倾向于和那些长相相像的人配成一对。但另

一方面，长相明显不般配的情况有时也会发生。1994年，26岁的《花

花公子》年度女郎安娜嫁给了89岁的亿万富翁马歇尔。在这种情况

下，伴侣们在很多方面并不相像，好像相异反能相吸。如果这样认为

就太幼稚了，因为这样的伴侣实际上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进行了匹配，

用长相换金钱，反之亦然。他们或许有着不同的优势，但在人际市场

上都在寻找与自己身价整体相当的伴侣。人们往往和有着类似适配价

值的人结合（Brase & Guy，2004），虽然他们彼此能给予对方的特定

奖赏或许存在很大的差异。

这种事情层出不穷。对一家网络交友机构的6 485名用户的调查发

现，长相丑陋的男子（外貌吸引力最低的那10%的男士）每年需要多出

186 000美元的收入，才能和英俊的男子（即外貌吸引力最高的那10%

的男士）一样吸引到女性充分的注意力；如果这些丑陋的家伙真能挣

那么多钱，女性对他们的关注就和长相英俊的男子一样多（Hitsch et

al.，2010）。

也许看上去不太浪漫，但名望、财富、健康、才能和长相等等都

像商品一样，能用来吸引心仪的伴侣。如果我们把匹配视为广泛的过

程，不仅涉及长相吸引力，而且包括各种其他长处和特质，那么很显

然，人们总是会与旗鼓相当的人配成一对，同性相吸（相类似的人彼

此吸引对方）就发生了。



实际上，这种公平交易是演化心理学的核心观点。因为和健康、

能生育的女人婚配更可能成功地繁衍下一代，自然选择大概促进了男

性对年轻且漂亮的伴侣的兴趣（Buss，2012）。年轻之所以重要是因

为女性到了中年绝经后就不能再生育了，漂亮之所以重要在于它与健

康的身体有大致的关联（Thornhill & Gangestad，2006）。所以，男

性特别看重女性的姣好容颜（见图3.5），并且随着男性年龄的增长，

与他们结婚的女性却比他们越来越年轻（Dunn et al.，2010）：20多

岁时结婚的男子，其伴侣平均要比他小2岁；但如果到50多岁才结婚，

其妻子可能比他小15岁。

图3.7　爱侣对良好经济状况的期望在世界各地，女性比男性更在乎伴侣的经济状

况。

资料来源：Buss & Schmitt, 1993. Copyright  1993 by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dapted with permission.

女性不必关心伴侣是否年轻，因为男性只要活着就有生殖能力。

相反，鉴于女性在其后代所耗费的巨大养育投入，[10]她们应该找一

位能够在漫长的孕期及哺乳期为她们遮风避雨、保护安全的伴侣；她

们应该偏爱能保障母子幸福、拥有丰富资源、社会地位高的强势男



人。的确如图3.7所示，女性比男性更关心伴侣的经济状况

（Gustavsson et al.，2008），挥金如土的男人比吝啬的男人能吸引

更性感的伴侣（Kruger，2008）。而且，女性对伴侣年龄的偏爱不会

随着年龄增加而发生变化；女人终其一生都喜欢嫁给比自己略大几岁

的男人（Dunn et al.，2010）。

所以，女性以年轻、美貌交换男性的社会地位、经济资源，这样

的夫妻匹配非常普遍（Mathes & Kozak，2008）。的确，全世界都这

样（Koziel & Pawlowski，2003）。然而，这是演化压力造成的结果

吗？文化论的倡导者认为女性之所以要通过伴侣来获取期待的资源，

是因为她们被剥夺了独立获得政治和经济权力的机会（Wood &

Eagly，2007）。的确，在美国（这种文化中聪明的女性有能力掌握自

己的工作机会）女性越聪明，其寻找有财富和社会地位的爱侣的欲望

越低（Stanik & Ellsworth，2010）。

所以，女子以美貌交换男子金钱的这种婚姻匹配的原因并不确

定。但不管是演化还是文化造成的结果，说到底匹配是一种广泛的过

程，涉及各种资源和特质。如果“相异”看起来相互吸引，也许人们

是在用一种优势交换伴侣的另一种优势，以便得到伴侣类似的社会地

位，所以正是他们类似的适配价值，而非任何外在的“相异”，使得

他们彼此相吸。

发现差异需要时间

人们认为相异会相吸的另一个原因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两个人相

识后，需要一段时间来充分了解彼此的共同点和差异。在快速约会3分

钟的互动之后，两人实际的共同点并不会影响他们彼此喜欢对方的程

度（Luo & Zhang，2009）；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即时的吸引力更多地

取决于长相而非其他因素。然而，他人长相越俊美，我们越可能期望

他们有着与我们相似的态度和价值观（Morry，2007），或者这只是一



种希望？我们往往认为自己与俊美之人有着许多共同点——但我们通

常错了，要纠正这类错误的知觉需要时间。如果开始谈恋爱，伴侣共

同的兴趣、态度和价值观就会产生影响力（Luo，2009），但这个过程

通常需要一段时间之后伴侣才能觉察。

这一过程在纽科姆（Newcomb，1961）的研究中一目了然，他考察

了住在寄宿公寓的转校生们的友谊发展过程。学生们见面后不久，他

们最喜欢的室友是他们认为最像自己的人；刚见面时，他们的友谊主

要受知觉到的相像（perceived similarity）的影响。然而随着时间

的推移，学生之间实际的相像在友谊发展的过程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

用。当他们有了充分了解后，参与者显然喜欢那些真正与他们相像的

人，尽管在一开始并不是这样。



即使我们觉得很了解自己的伴侣，仍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根

据伯纳德·默斯坦（Bernard Murstein）的刺激—价值观—角色

（stimulus-value-role）理论（Murstein，1987），我们会从伴侣那

里获得三种不同的信息，它们会影响亲密关系的发展。当伴侣第一次

相遇，彼此的吸引力主要建立在“刺激”信息基础上，包括年龄、性

别、长相等明显的外部特征。随后就进入“价值观”阶段，吸引力取

决于彼此态度和信念的相像程度，人们开始了解彼此是否喜欢同样的

比萨、电影和度假方式（见图3.8）。再往后，“角色”的相容性才变

得更重要，此时伴侣们最终发现他们在养育方式、事业、居家等基本

的生活要务上是否一致。问题是伴侣们对彼此的政治观点、娱乐格调

可以十分满意，但可能根本意识不到对于定居在什么地方、是否生养

子女、生养几个存在根本的分歧。有时候重大的差异只有在婚后才凸

现出来；尽管存在这些差异，夫妻仍可能生活在一起，但这并不是因

为相异而相吸。

图3.8　亲密关系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

默斯坦的刺激—价值观—角色理论（Murstein，1987）认为，亲密关系的发展随着

时间的推移，受到三种不同的信息影响，伴侣彼此间的了解也随之加深。

资料来源：Murstein，1987.



时间和经验的影响还表现在致命的吸引（fatal attractions）上

（Felmlee，2001）。如果伴侣最初吸引人的品质逐渐变成最惹人厌

烦、恼怒的特点，致命的吸引就产生了。例如，伴侣开始交往时看上

去主动而风趣的行为，可能到后来却变成了不负责任的愚蠢之举；坚

强执著变成了专横跋扈。一开始很享受伴侣高度注意和奉献的人，到

后来或许觉得伴侣占有欲太强而反感这些行为。这些例子中，令人厌

烦的特征并非隐而不显的秘密，只不过人们领悟不到自己的判断会随

着时间发生改变。重要的是，这类致命的品质往往是伴侣一方所没有

的；最初看起来令人羡慕、渴望得到（故而花钱大手大脚的月光族最

初可能会欣赏锱铢必较的吝啬鬼），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认识到这

些相异没有吸引力了（Rick et al.，2011）。

知觉到的相像与真实的相像：挥之不去的错误知觉

第三个微妙之处在于，我们很少真正地如自己认为的那般了解伴

侣。即便是多年的老友或结婚很多年的夫妻，他们认为彼此有着许多

共同点，但实际上并非如此（Goel et al.，2010）。他们过高地估计

了彼此的相像。耐人寻味的是，知觉到的相像程度和关系满意度之间

的相关高于真实的相像和关系满意度之间的相关（Selfhout et al.，

2009）。在某种程度上，人们似乎是和幻想中的伴侣（把伴侣刻画成

类似于自己的精神配偶）结婚——他们爱上的是另一种人，却认为自

己的伴侣就是这种人（Montoya & Horton，2004）——当他们真正了

解彼此在很多方面存在严重分歧时，或许会很失望。

这种把伴侣构造成美满形象的倾向有利于维持亲密关系，在第4章

我们会详细探讨。另一方面，就知觉到的相像所涉及的错误知觉来

说，这种错觉也能解释有时相异看上去也能相吸。如果努力营造这种

错误知觉，人们可能觉知到根本不存在的相像，并被实际上和自己很

不同的人所吸引。知觉到的相像的确能把人们聚在一起，至少能维持

一段时间，即使他们之间的差异在旁观者眼里非常明显。



你就是我要成为的那种人

人们还仰慕那些有能力和才华的人，这些特质是自己所没有并渴

望拥有的。相像起作用的另一微妙之处在于，那些我们渴望成为的人

对我们有吸引力。我们往往喜欢那些与我们的理想自我相像的人，即

那些拥有我们期望得到却并不具备的品质的人。这种倾向性比较复

杂，因为如果那些人超过了我们的理想自我，让我们相形见绌，就具

有威胁意义和令人不快了（Herbst et al.，2003）。不过，只要其他

人只比我们好那么一点点——那么他们带给我们的就是默默的鼓励而

不是羞辱——我们就能被那些与我们当前状况的确有点差异的人所吸

引（Klohnen & Luo，2003）。不要夸大这种微妙作用。最有吸引力的

伴侣仍然是那些在很多方面和我们相像，但又拥有我们通过努力就能

实现的理想特征的人（Figueredo et al.，2006）。这样的人根本不

是与我们相左的“异性”。但是只要差距不是过大，或许我们更喜欢

自己想要成为的那种理想式的人物，而不是与我们目前非常相像的

人。

差异可能随着时间而减少

而且，亲密关系还能使人发生改变（Ruvolo & Ruvolo，2000）。

随着时间的推移，夫妻双方在面临各种事件时体验到的态度和情绪反

应会越来越相似（Gonzaga et al.，2010）。有些差异是在夫妻共同

体验到令人信服的经验时自动减少的，但也有一些是在伴侣有意识地

寻求和谐和满足的过程中人为减少的（Becker & Lois，2010）。所

以，相异并不相吸，但夫妻如果因其他原因待在一起，某些差异会逐

渐消退。并且久而久之，新发现的相像有助于伴侣们聚在一起，即使

他们最初共同点并不多。

某些相像更重要



要进一步探讨的微妙之处是，某些相像或许十分重要，而另一些

相像（或者相异）可能无关痛痒。具体而言，如果伴侣在一些重要的

议题上能和我们保持一致，将特别具有奖赏价值。宗教就是这样一个

议题：如果伴侣双方在宗教上都非常虔诚，共同的宗教信仰就非常有

满足意义；而如果双方都不是积极的信徒，宗教上的相像就没什么影

响，甚至有分歧也不重要（Lutz-Zois et al.，2006）。因而，相异

并不相吸，而且如果伴侣双方都不太看重这种差异的话，相异或许一

点影响都没有。

家务和性别角色通常是属于有影响力的那类相像。同居的情侣如

果对家务劳动的分派有分歧，他们比观点相似的情侣更可能分手

（Hohmann-Marriott，2006），共同分担家务劳动的夫妻比家务分配

不公平的夫妻对婚姻更加满足（Amato et al.，2007）。性别角色更

相像的夫妻——而非相异，就如传统的观点所认为的那样——比那些

在处事风格和才干能力上相差很大的夫妻婚姻更幸福（Gaunt，

2006）。具体而言，和性别角色更为相像的配偶比起来，大男子主义

的丈夫和小女人味十足的妻子（他们显然有着不同的性别角色）彼此

感受到的理解更少、情义更少，久而久之在婚姻中体验到的爱恋和满

足也越来越少（Helms et al.，2006）。

另一方面，满足的伴侣在性格上也会有一定的差异。[11]态度和

价值观的相像或许比性格更为重要（Watson et al.，2004），这就引

出了我们要讨论的相像及其影响的最后一条微妙之处。

“相异”还能相吸：互补性

最后，不同类型的行为有时却能和谐共存。有助于我们实现目标

的行为都是受欢迎的。如果伴侣双方有不同的技能，一方往往乐于让

另一方在其优势项目上发挥特长（Beach et al.，2001）。这样的行

为就是取长补短，即互补性（complementarity），它能弥补我们的不



足，因此具有吸引力。大多数互补行为其实是相似的：比如热情随和

的人在得到热情幽默的回报时最为快乐。不过，互补性更确切的形式

涉及伴侣双方的不同行为：支配与顺从（Markey et al.，2010）。如

果一方非常自信，会希望伴侣听从自己的忠告；其他场合下，如果一

方需要帮助和建议，会希望伴侣能够给予（Markey et al.，2003）。

如此，“相异”或许偶尔会相吸。

要建立有效率的、称心如意的互补性需要时间。例如，大学新生

住在一起数周后，他们的人际交往并没有出现任何互补性的迹象；他

们仍按自己的习惯来行事，没有发展出能适应室友风格的行为模式。

然而，15周之后互补性就很明显了：室友如果冷漠、疏远，其他室友

也与他保持距离；室友如果热情、随和，其他室友则回报以友好、和

蔼；室友如果言听计从，其他室友就发号施令、掌控一切（Markey &

Kurtz，2006）。相似的情形也出现在满足的爱情中：感到最多爱意和

最少冲突的伴侣是那些在热情上相似而支配欲上不同的伴侣（Markey

& Markey，2007）。如果伴侣一方要在亲密关系起带头作用，当另一

方愿意顺从时才最快乐。

我们不应过分强调这种互补性。人们会更加喜欢性格相似的人，

而非性格不同的人，即使支配欲很强的人也更喜欢有主见的家伙，而

非长期服从的懦夫（Markey& Markey，2007）。另一方面，如果你真

正想达成某事，伴侣若能助你如愿那是最好了。（如果你们两人都慷

慨大方、善解人意、信心十足，你们可以轮流以这种方式回馈对

方。）归根结底，我们喜欢能使我们快乐、支持我们的伴侣，但我们

讨厌使我们感到沮丧、阻碍我们的伴侣，这种相像和差异的混杂就形

成了在夫妻间的各种最优组合（Baxter & West，2003）。而且，个人

的成长和新奇的活动都具有奖赏意义，所以我们喜欢那些和我们兴趣

不同（虽然并非不相容）的人，只要我们自信能与他们融洽相处



（Aron et al.，2006）。需牢记的重点是，相像的伴侣可能比不相像

的人都更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相像具有吸引力的原因

遇见和我们相像的人通常令人心安、具有奖赏价值。发现他人与

自己相像令人快慰，提醒我们这样子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也往往赞成

那些与我们相像的人；毕竟他人与我们一致，所以经常留给我们一种

聪明睿智、真诚善良的印象（Montoya & Horton，2004）。但更重要

的是，如果我们与他人有很多共同点，会期望彼此相处融洽；我们期

望他们喜欢我们，这又使他们更讨人喜欢（Singh et al.，2008）。

我们已经看到，相异看似相吸的原因或许有不少，但事实上我们的确

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相像具有奖赏意义，而相异则没有。

障碍：得不到的就喜欢

最后一个影响吸引力的因素是人们努力克服障碍以实现期望的基

本倾向。心理抗拒（reactance）理论认为，如果人们失去行动或者选

择的自由，会奋力争取重获自由（Brehm & Brehm，1981）。因而，如

果我们面临失去某种事物的危险时，我们可能反而想得到更多。

这一原理显然会影响我们对亲密伴侣的感情。在未婚的青年男女

身上，研究者有时会观察到一种有趣的行为模式，叫做罗密欧与朱丽

叶效应（Romeo and Juliet effect）：父母越是干涉子女的恋爱自

由，他们彼此之间就会越加相爱。这或许不仅仅是简单的相关；久而

久之父母的干涉对年轻恋人日益增加的狂热之爱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Driscoll et al.，1972）。当然，这种效应并非总会发生（Leslie

et al.，1986），但父母在禁止孩子的恋爱自由时，的确要三思而后

行。如果父母的干涉使孩子产生了抗拒心理，父母就可能无意中使这



位被禁止接近的对象反而更有吸引力了。这种情况下父母最好的行为

或许是温和地表达自己的不满，或者干脆听之任之，什么也不做。

另一种障碍发生在夜晚的酒吧里，就发生在人人要归家，酒吧要

打烊的那一刻。如果你在寻找一位约会的对象，当酒吧就要关门而你

或许又要再次形单影只时，你会觉得那位潜在的对象越来越有吸引

力。实际上，当时间已不多，酒吧内还未找到玩伴的人会认为可约的

异性比当晚早些时候更好看（Pennebaker et al.，1979）。这种现象

和饮酒无关，人们不喝酒时也会发生同样的现象（Gladue &

Delaney，1990）。不过，这只会发生在那些还在找寻恋人的人身上；

已经拥有亲密关系的人不会表现出这种行为模式（Madey et al，

1996）。因而打烊效应看起来是“得不到的禁果格外甜”的又一个例

子。

男女两性期望的理想伴侣

我们就快要结束对吸引力影响因素的考察了，但还有重要的一点

需要说明。前面我们曾谈到，男女两性对伴侣的长相吸引力和收入水

平重要性的认识存在差别。然而，希望这些结果不会误导你，因为尽

管存在这些差异，男人和女人对亲密伴侣一般都有着同样的品质要求

（Li et al.，2011）。我们来仔细看看男人和女人在亲密关系中期望

得到什么。

在世界各地，人们评价未来的伴侣有三条基本标准（Tran et

al.，2008）。如果可以选择，大多数人都期望伴侣有以下的特点：

● 热情和忠诚，值得信赖、亲切友善、给予支持、善解人意；

● 吸引力和活力，长相俊美、性感、外向；



● 社会地位和资源，经济宽裕、生活安心。

所有这些特点都是值得拥有的，但它们并非同等重要，其优先性

取决于我们追求的是较随便、短期的露水恋情还是忠诚持久的浪漫爱

情。

男女两性对短期性伙伴的要求，远不如对长期伴侣的要求那么挑

剔（Fletcher et al.，2004）。比如，在偶尔的风流韵事中，两性都

能接纳在智力、热情和收入水平上比较低的性伙伴，但要做夫妻显然

要求要高得多（Buunk et al.，2002）。具体而言，女性在仔细考虑

短期的情人时，只要情人有强壮的肌肉、性感、“能引起性激动”就

可接受，不太亲切、可靠或通情达理都不太要紧（Frederick &

Haselton，2007）。即使脸上的疤痕并不能让丈夫更有吸引力，但却

能增进情人的诱惑力（Burriss et al.，2009）。

但女性清醒地意识到那些充满魅力、富有男子气概的男性可以是

令人无法抗拒的好情人，但常常不见得是能托付终身的好丈夫

（Boothroyd et al.，2007）。女性挑选丈夫，更看重良好的品格而

非英俊的外表。她们在思索持久的亲密关系时，更看重热情、忠诚、

社会地位和经济资源标准，而不是长相吸引力和活力标准（Fletcher

et al.，2004）。威望和成就变得比勇敢和强势更为重要（Kruger &

Fitzgerald，2011）。如果不能拥有所有这些特点，普通的女性更喜

欢友善、体谅和富裕（不要求特别英俊）的男子，而不是英俊但贫

穷，或者富有、英俊但冷漠、不忠的男子（Li，2008）。

男性的优先性则不同。和女性相同的是他们也看重热情和忠诚，

但不同的是，在长期亲密关系中，他们更看重吸引力和活力而非社会

地位和经济资源（Fletcher et al.，2004）。普通的男性更喜欢没什

么金钱、友善、漂亮的女子，而不是有钱但爱抱怨或温柔但丑陋的女

子（Li，2008）。



当然，我们在找寻亲密伴侣时，对这些标准的要求往往不得不折

中。要找到（并赢得！）完美的伴侣来满足我们所有的期望是非常困

难的。如果我们坚持要求自己的伴侣既要友善、体谅，又要非常俊

美，还要富有阔绰，我们很可能会长期处在失望和沮丧之中

（Tolmacz，2004）。所以，在评价未来的伴侣时，男人往往首先确保

女友至少有普通的长相，然后再来寻找尽可能多的热情、友善、诚

实、坦率、稳定、幽默和智慧等等特征（Li et al.，2002）。绝世容

貌是男人所渴求的，但不如高水平的热情和忠诚重要（社会地位和经

济资源屈居第三位）。女人往往首先确保男友至少有点金钱和前途，

然后再来寻找尽可能多的热情、友善、诚实、坦率、稳定、幽默和智

慧等等特征（Li et al.，2002）。金钱与财富是女人所渴求的，但不

如高水平的热情和忠诚重要，长相排在第三位。

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的行为表现类似，和异性恋的男女一样期望

相同的事物（Felmlee et al.，2010）。虽然上面给出的研究结果都

是在美国获得的，但世界各地的人们表现都是一致的：对全球218 000

名互联网用户的样本调查发现，他们在追求亲密伴侣时最注重的四个

特征分别是智慧、幽默、友善和可靠（Lippa，2007），在巴西

（Castro & Lopes，2010）、俄罗斯（Pearce et al.，2010）和新加

坡（Li et al.，2011）所进行的研究全都得到类似的结果。

所以，综上所述，吸引力毕竟不是玄奥莫测的。男人专注于长

相，女人专注于资源，但人人似乎都期望伴侣友善、随和、可爱和亲

切，男人和女人在这方面没什么差别。只要女伴姿色中等，只要男伴

金钱足够，两性都想尽可能得到更多的热情和忠诚。到目前如果还有

什么奇怪的话，那就是女人不仅仅期望得到坚强的、强势的男人，而

且还希望他们热情、友善和忠诚（Jensen-Campbell et al.，

1995）。如果你是位不易动感情、大男子主义的男性，那么请注意



了：如果在你的力量和权力之外表现出一些儿女柔情，女人会更为你

陶醉。

请你思考

泰德向贝蒂做了自我介绍，因为贝蒂实在是位美丽性感的姑娘。

但当泰德发现贝蒂有点多疑、以自我为中心和爱慕虚荣时，微微有点

失望。另一方面，贝蒂的确很性感，所以泰德还是邀请贝蒂约会。贝

蒂被泰德的名牌服装和大胆举止打动，迷上了他，但几分钟之后贝蒂

就认为他有点爱出风头、傲慢无礼。不过，泰德有一场昂贵音乐会的

门票，所以她同意与泰德约会。

依你看来，他们的这场约会以及未来发展会怎样？为什么?

[1] 或译简单曝光效应，指刺激的简单暴露能提升个体的态度体验，人们对他人或事物的态度随着接

触次数的增加而变得更积极的一种现象。——译者注

[2] 乔治·克鲁尼是美国著名的影视演员，曾获第78届美国奥斯卡奖最佳男配角，第75届纽约影评人

协会奖（New York Film Critics Circle Awards）最佳男主角，其代表作有《在云端》、《夺金三王》

和《霹雳高手》等。——译者注

[3] 托贝·马奎尔是美国著名的男演员，其代表作有《蜘蛛侠》系列、《兄弟》等。——译者注

[4] 如果你要测量自己的腰臀比例，量出你腰身周长的最小尺寸然后除以臀围的最大尺寸。

[5] 该研究还发现，当男性扫视女性正面裸体图片5秒钟时，首先注意的是乳房和腰部（Dixson et

al.，2011）。之后才会注意面部。（但如果你是女性，你或者已经知道这一点。）

[6] 雌二醇，人体内最具功效的雌激素，见于卵巢和胎盘中。主要功能是为受精卵植入子宫作准备、

激发和维持女性的第二性征。——译者注

[7] 黄体酮，人体内主要的促孕激素，由黄体、肾上腺皮质及胎盘释放，其功能为使增生期的子宫内

膜变为分泌期，以准备接受和发育受精卵。——译者注

[8] 诚如前述，再次强调这一切都不是我编造的结果。更重要的是，这些结果难道不值得注意吗？我

们都知道动物的行为受到发情周期的影响。类似的周期在人类身上则表现得更微妙，但它们的确存在

（Thornhill & Gangestad，2008）。

[9] 这里并不是为HurryDate公司做广告，不过你在该公司网址www.hurrydate.com上可以看到这项

服务的详细内容。



[10] 需要提醒你养育投入的概念吗？请翻到第1章34页。

[11] 这种情况更符合美国夫妻（美国比中国更注重个人主义）。与美国不同，中国的夫妻往往有着非

常相似的性格（Chen et al.，2009）。你认为哪一种模式更有益于亲密关系？



第4章 社会认知

假设你身患重感冒，在家卧床不起，你的恋人一整天都没打电话

了解你的情况。你感到很失望，为什么恋人不打个电话表示关心？难

道不爱你了吗？还是说明恋人只是个以自我为中心、缺乏同情心、令

人沮丧的对头冤家？抑或这正是恋人的可爱和体贴之处，怕打扰你的

休息？有很多可能的解释，你可以选择宽恕的理由、责备的理由或者

折中的理由。重点是，选择权就掌握在你的手中；同一个事实可以有

很多不同的解释。但不论你选择何种解释，你的判断都可能非常重

要。其结果是你的认知既可能巩固也可能损害你们之间的关系。

本章我们要考察这类判断。社会认知（social cognition）一般

指我们理解社会现象的知觉和判断过程（Moskowitz，2005）。我们首

先关注的焦点是人们理解人际关系的思维方式。我们将考察和思索以

下问题：人们对伴侣及其行为的判断怎样影响亲密关系后来的发展；

人们为影响和控制伴侣对自己的看法会做出何种努力；两个相识的人

或者亲密伴侣彼此了解的程度能有多深。本章我自始至终都会强调人

们对同伴关系知觉和解释的重要性：认知决定了人们的感受和行动。

如果人们的判断一直能保持正确，则没有什么不良后果。然而，解释

某一事件通常有各种合理的理由（正如上面的例子所示），即使我们

信心十足地自以为掌握了事实的真相，仍会犯错误。的确，正如第一

印象的研究结果所示，也许人们从相遇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开始发生认

知错误了。

第一印象及其影响



第一印象很重要。第一次与人短暂的谋面后，对别人所形成的印

象深刻而持久，初期的认知在数月之后还影响着人们的判断。在初次

交往时如果十分厌恶某人，那么我们就会回避与他发生任何进一步的

接触（Denrell，2005）；如果这样，第一印象就是我们获得的唯一印

象，显然也是对此人做出永久评价的依据。然而，即使发现了新朋友

的其他特点，第一印象仍会持续地影响着我们的评价。研究者在正式

安排大学新生的见面会之后发现，学生们最初形成的印象在9周后仍继

续影响彼此的情感（Sunnafrank & Ramirez，2004）。

可以想见，有些第一印象是敏锐和正确的，而且会一直持续。有

时并不需要多少时间就能明辨善恶好坏，如果判断正确就无需改变最

初的知觉。另一方面，即使第一印象是错的，也仍会相当顽固地继续

存在（Harris & Garris，2008）。不管对还是错，第一印象盘踞不

去，这就是它如此重要的原因。我们先来看看它是怎样起作用的。

自彼此相遇的一瞬间起人们就开始做出判断。这里的“瞬间”指

1/25秒，这就是辨认陌生人的面部表情是否愤怒所花的时间，只要39

毫秒[1]（Bar et al.，2006）。在约十分之一秒的更加耐心的考虑

后，[2]人们就能判断出陌生人的长相是否有吸引力、有多么可爱、是

否值得信赖，这一判断的准确性和仔细审视该陌生人的面孔一分钟后

得出的完全一样（Willis & Todorov，2006）。而只要观察该陌生人

和异性5秒钟的聊天场面，人们就能确定他/她的外向程度、良知水平

和智力高低（Carney et al.，2007）。人们妄下结论的速度太快，太

快了。

人们对不同类型的人群都持有刻板化的第一印象，并且会把碰到

的陌生人都归入各种类型，这样草率的判断就产生了。这一论断看似

鲁莽，但却符合实际。试想：人无非男女，这样（正如第1章所述）性

别—角色的刻板印象就导致人们对男性和女性的行为有不同的期望。



进而，一眼之下就能分辨美丑，这样（正如第3章所述）人们想当然地

认为俊美之人讨人喜欢。还有很多其他的人群分类类型：年轻人/老年

人，黑人/白人，穿耳洞者/不穿耳洞者，乡下人/城里人等等不一而

足，这都会让人做出草率误判。刻板印象的具体内容或许因人而异，

但其作用方式大抵相同：使人先入为主地看待他人（Freeman et

al.，2010）。根据刻板印象所做出的判断往往非常不准确（Olivola

& Todorov，2010），但却又很难避免其影响：人们会不自觉地受到它

的影响，甚至有时还意识不到它的存在（Devine & Monteith，

1999）。所以，即使人们主观上想保持不偏不倚、胸怀坦荡，某些对

他人先入为主的感受仍会不请自来。

那么，只要与他人交往，我们就仍然会不断地妄下结论。请花点

时间快速地评价具备以下特点的某个人：

妒忌、固执、挑剔、冲动、勤劳、聪明。



当我们首次与人会面时，很难客观公平地认识他们。相反，各种刻板印象和首因效

应影响着我们对观察到的行为的解释。

你愿意这个人成为你的同事吗？大概不太愿意。那么，再花些时

间快速地估量具备以下特点的另一个人：

聪明、勤劳、冲动、挑剔、固执、妒忌。

印象好点了吧，是吗？后面这个人并不完美，但看上去能干且上

进。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两种描述只不过以不同的顺序给出了相同的信

息，这就足以造成两种不同的印象（Asch，1946）。对他人的判断受

到首因效应（primacy effect）的影响，从而使最先获得的信息印象

深刻，即时印象和刻板印象一起，塑造出他人的整体印象。



首因效应能很好地说明为什么第一印象的作用如此强大：不论对

错，快速形成的第一印象会影响人们对后来所获信息的解释。判断一

旦做出，就会影响人们选择和使用后来获得的信息——它经常以难以

觉察的微妙方式起作用。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者（Darley & Gross，

1983）让大学生观看一段录像，然后确定小女孩“汉娜”所属的社会

阶层。录像有两套版本，有些人看到汉娜在校园里破旧的水泥地面上

玩耍，然后回到了狭小暗黑的房间，从而认为她很贫穷；另一些人则

看到汉娜在宽阔的绿草地上嬉闹，然后回到了宽敞明亮的豪宅，从而

认为她很富有。当要求参与者猜测汉娜在学校的成绩表现时，还好，

没人认为富孩子比穷孩子更聪明；两组大学生都认为她成绩一般（见

图4.1）。然而，此后研究者又让大学生观看汉娜参加智能测试的录

像，汉娜的表现时好时坏，她有时能答对一些很难的问题，有时却在

简单的问题上犯错。大学生看的都是相同的录像，但糟糕的是，他们

根据汉娜所属社会阶层的印象做出了迥然不同的解释。认为汉娜贫穷

的参与者指出了她犯的错误，并判断她的智能低于平均水平。而认为

她富有的参与者却注意到她的成功之处，并评价她的智能远高于平均

水平。由于对汉娜所属社会阶层持有不同的先入之见，从而对同样的

行为做出了迥然不同的解释，得出了迥然不同的结论。请注意这一过

程是多么微妙：参与者并不是在只知道汉娜所属社会阶层之后就草率

地得出有偏差的判断，这样的错误很容易觉察。但汉娜所属社会阶层

的印象显然逗留在他们的大脑中，歪曲了对她后来行为的解释。他们

可能很自信地做出这些错误判断，并且认为非常公道。两组大学生都

能挑出汉娜测试时的一段表现（符合他们先入之见的那部分），认为

自己做出的判断完全正当有理，却从未意识到：第一印象与他们不同

的其他人，观看着同样的录像，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



图4.1　先入之见会严重影响人们对他人信息的解释

对一位小学四年级的女孩所属社会阶层具有不同预期的人们，即使看到该女孩一样

的智能测试表现，却对她的测试成绩得出迥然不同的结论。认为女孩富有的人比认

为贫穷的人所评成绩更好。

资料来源：Darley & Gross，1983.

因此，第一印象影响着人们对随后所获信息的解释，也影响着人

们对新信息的择取。如果要检查对别人形成的第一印象是否真实，人

们更有可能去寻找可以证实自己信念的信息，而不是查找证明自己错

误的资料。也就是说，人们常常会表现出验证性偏差（confirmation

biases）：他们常常寻找那些能够证明自己正确的信息，而不是那些

证明自己错误的证据（Snyder，1981）。比如，假若你要对一个同学



进行面试，以确定他/她是否是个善于社交的外向型的人，你可能要提

一些问题。有些问题是中性的（如“举止友善、心态开放的优点和缺

陷是什么？”），还有些问题倾向引发内向的反应（如“喧闹聚会的

哪些方面会让你讨厌？”），另一些问题则可能带来外向的回答

（“如果要增加聚会的活跃气氛，你会做些什么？”）。你会怎样提

问？如果你和大多数人一样，你就会选择那些能证实你预期的问题。

当研究者要求一些参与者查明某位陌生人是否外向，而要求另一

些参与者查明此人是否内向时，上述的一幕就发生了（Snyder &

Swann，1978b）。两组面试者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调查方法，提的

问题都可能使他们得到符合自己预期的回答。实际上，面试者的偏差

非常严重，以致那些只听面谈磁带的人也根据面试者的先入之见判断

陌生人的内、外向性。

确实，验证性策略的问题在于它引出了符合人们先入之见的、一

面倒的信息，其结果是，人们很少正视那些能证明第一印象错误的明

确证据。因而，人们不仅会坚持那些错误的轻率判断，而且还常常自

以为对他人的看法正确无误（Ames et al.，2010）。的确，大多数人

对他人的看法都会表现出过度自信（overconfident）的倾向，犯了许

多错误而不自知。举一个例子，在你和情人开始恋爱之后，你可能很

自信地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了解情人的性爱历史。你可能会越来

越确信自己知道伴侣过去有过几个情人，是否身患性病。但很显然，

你不太可能像你自己认为的那般了解情况。在奥斯汀的德克萨斯大学

进行的研究表明，人们并不能像他们认为的那般准确地估计到新结识

的朋友身患艾滋病的风险（Swann et al.，1995）。当新的亲密关系

刚建立时，人们是非常自信的，随着关系的发展只会变得更盲信

（Swann & Gill，1997）。彼此越熟悉，人们会更加确信自己非常了

解伴侣，但实际的准确性并没有增加（见图4.2）。



所以，第一印象重要在于最先了解到的信息能够：（1）把人们的

注意力导向某类新信息；（2）影响对后来获得的新事实的解释。最终

结果是导致人们不能客观公平、不偏不倚地处理来自他人的信息。相

反，这些已存的观念（不管是简单的刻板印象抑或草率的第一印象）

影响了人们对新信息的选择和采用。人们常常轻松随意地忽略掉证明

自己错误的证据，却一点也意识不到。人们没有丝毫犹豫，仅仅根据

一些支持自己看法的零碎事实就盲目地相信自己对他人的判断，犯错

的次数远比人们认识到的要多。

图4.2　人际关系发展过程中的准确性和（过度）自信

在亲密关系开始之初，人们会认为自己了解新伴侣的性爱历史，但实际情况并非如

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非常确信自己熟悉了伴侣的所有事实，但实际上准确性

并未提高。

资料来源：Swann & Gill, 1997.



当然，随着时间的增加和经验的积累，对伴侣的了解会加深。亲

密程度的标志之一就是对伴侣私人情况的了解，随着伴侣彼此熟悉程

度的增加，第一印象肯定会发生变化（Kammrath et al.，2007）。然

而，在人际关系的各个阶段，已有的信念都会产生影响，这也是我们

要强调的基本观点。甚至那些站不住脚的第一印象，改变起来也比理

论上认为的要困难得多，因为第一印象会影响后来的思维。随着亲密

关系的发展和对亲密伴侣了解的增多，情况会怎样？这一模式仍然会

持续：第一印象的阴影挥之不去，人们或许依旧视其所乐见，听其所

乐闻，常常对自己的错误判断信心十足。

的确，对恋人和朋友现有的看法毫无疑问比当初结识时的第一印

象强大得多。对亲密伴侣的了解使人们掌握了大量的信息，但（因为

这些信息对于我们相当重要）人们或许会发现很难看清楚自己的伴

侣，所谓当局者迷。比如，要预测你的恋爱前景，你与父母比谁更准

确？如果让大学生本人、室友和父母来预测该学生恋爱关系的将来发

展，很显然，父母和室友做出的预测都要比大学生本人更准确

（MacDonald & Ross，1999）。你或许认为人们能对自己的亲密关系

做出最好的判断，但当事人只关注自己亲密关系的优点而忽略了缺

点；因而，他们就会自信而乐观地预测自己的亲密关系会比实际情况

持续更久。父母和室友则相对冷静而公正，虽然对预测不是很有信

心，但对亲密关系未来的预测却更为准确。实际上，对异性恋爱关系

预测最准确的往往是女当事人的朋友（Loving，2006）。如果她的朋

友赞成这段恋情，就很有可能持续，但如果他们认为这段恋情注定要

失败，就可能真的告吹（Etcheverry & Agnew，2004）。

因而，那些干扰人们对新结识者知觉的因素，如过度自信、验证

性偏差和先入之见，在已经建立的人际关系中也会产生影响。当然，

人们对自己的人际关系并非完全懵懂无知。如果人们以一种谨小慎微

的心态来认真评价自己的亲密关系，当然比在浪漫的心情下预测爱情



的未来发展要更加准确。但一旦人们投身到亲密关系之中，并希望永

远持续，就很难保持冷静的头脑。如果人们要努力保持亲密关系的完

好，就特别容易受到验证性偏见的影响，从而找到一些证据以保持对

伴侣乐观的错误知觉（Gagné & Lydon，2004）。

所以，人们对自己人际关系的知觉并不像自己认为的那样超然客

观、准确无误（见专栏4.1）。并且，不管这种认知是对是错，其对后

来亲密关系中的情感和行为都有相当大的影响，这点我们接下来会详

细探讨。

知觉的力量



人们对自己亲密关系和伴侣的判断似乎自然而然地发生，好像这

是我们看待自己所遇情境的唯一合理方法。人们很少意识到自己持有

的观点往往都是通过选择而采纳的，这种选择进而会促进或妨碍亲密

关系的满足。

伴侣的理想化

在理想的爱情关系中，你在寻觅什么？正如第3章所述，大多数人

都希望自己的伴侣热情而诚信、忠诚而多情、俊美而活泼、富有而强

大。人们对情侣的满意度取决于他/她接近这些理想的程度（Tran et

al.，2008）。但人们的现实爱侣与理想中的却总有些差距。那么，人

们究竟要怎样才能与爱恋自己的人快乐相处呢？

一种方法是建立对伴侣善意和大度的认知，突出他们的美德而缩

小他们的缺陷。人们经常以积极错觉（positive illusion）来评价自

己的爱人，尽可能地用积极眼光来描述伴侣（Holmes，2004）。这种

“错觉”混合了对伴侣现实的认识和理想化了的知觉。他们并不会忽

视伴侣真实的缺点，只是认为这些缺憾并不如其他人认为的那么重要

（Murray & Holmes，1999）。例如，满意的夫妻都认为伴侣的缺点是

局部的、有限的瑕疵，远不如他们的优点和长处重要和有影响力

（Neff & Karney，2003）。他们了解所有的实情，但做出的解释却与

众不同（Gagné & Lydon，2003）。他们将伴侣理想化，比其他人更积

极地评价伴侣，甚至比伴侣对自己的评价还更为积极（Conley et

al.，2009）。

对爱人持有这么积极的看法是否会带来危险？如果伴侣不符合如

此积极的评价，是否必然使人沮丧？答案取决于积极错觉与现实不符

合的程度（Neff & Karney，2005）。如果人们硬要自欺欺人，在伴侣

身上凭空虚构令人期待的品质，这注定要幻想破灭（Tomlinson et



al.，2010）。新婚燕尔的夫妻如果发现伴侣并不如当初想象的那么美

好，其不满情绪会日益增加（Watson & Humrichouse，2006）。另外

来看，如果人们了解伴侣各方面的情况，但却能以一种善意而大度的

方式来进行诠释，这样的“错觉”就对亲密关系十分有益。将自己的

伴侣理想化，人们就会先入为主地以一种积极方式来评价伴侣的行

为，更愿意致力于维护好自己的亲密关系（Luo et al.，2010）。另

一方面，如果我们能被自己认为如此称心如意的伴侣所爱，毫无疑问

会增强我们的自尊（Murray et al.，2000）。我们能慢慢地让伴侣相

信，他们实际上正是自己所信任的最优秀的人，因为我们的高度评价

也会提高他们的自尊（Murray et al.，1996）。总之，随着时间的推

移，理想化的爱人形象总是和更多的满意、关爱、信任和持续的亲密

关系联系在一起（Miller et al.，2006）。

此外，保护自己免遭幻想破灭的聪明方法是：随着对伴侣了解程

度的增加，不断调整自己对理想伴侣的期望，这样，对伴侣的期望标

准就能切合伴侣的现状（Fletcher et al.，2000）。在某种程度上，

人们能方便地确定伴侣已拥有的品质正是自己所期待的。

因而，选择乐观地看待事物——认为伴侣已经做到最好——不断

调整对伴侣的希望和标准以符合客观实际，我们就更加可能与当前的

伴侣愉快相处。的确，伴侣一般都清楚我们在美化他们，但往往希望

我们这样做（Boyes & Fletcher，2007）——而作为回报，我们也从

伴侣那里得到同样积极、善意的认知评价，这就是双赢！

归因过程

人们的喜怒哀乐还受到解释伴侣行为时所选择理由的影响。归因

（attribution）就是指人们对事情发生的原因（特别是指人为什么要

做或者不做某件事情）提出的解释。归因能确定事件的起因，强调某



些因素而忽视其他因素的作用。对这类问题的研究很重要，因为日常

生活中发生的大多数事件通常都有很多可能的解释，这些解释的意义

相差甚远。我们可以强调个体内部的影响因素（如人格、能力或者努

力），或者强调外部的影响因素（如个体所面临的情境或环境）。比

如，或许你已经注意到，考试成绩好的学生通常把成功归结于内因，

如充足的准备和自己的能力；那些成绩不好的学生则把失败归罪于外

因，如试题太难或评分不公（Forsyth & Schlenker，1977）。事件的

原因可能稳定而持久，如人的能力；也可能易变而短暂，如心情会起

伏不定。原因还可进一步分为可控的，因而我们能管理或影响它们；

或者不可控的，因而我们根本没法改变。因为存在以上种种区分，对

某一事件的各种不同解释或许看上去都有道理。在亲密关系中，相互

依赖的伴侣可能对很多生活事件都承担共同的责任，对因果的判断就

格外复杂。

尽管如此，人际关系的归因研究发现三个普遍存在的现象。首

先，尽管伴侣之间有着深入的了解，仍然会受到行动者/观察者效应

（actor/observer effect）的强烈影响。他们对自己行为的解释，与

对观察到的伴侣的类似行为的解释完全两样（Malle，2006）。人们常

常能深切地感受到影响自己行为的外部压力，因而对自己行为的解释

容易做出外部归因。但他们注意不到同样的环境也会影响他人，从而

在解释他人一样的行为时，常常归因于他们的内部原因，如意图或性

格。这一现象对亲密关系的启发意义在于：它使伴侣们忽略了他们在

彼此身上观察到的行为正是自己所引发的。在吵架的时候，如果一方

想：“她这样做真令我生气”，另一方可能这样想：“他脾气这么暴

躁，真该学学如何控制自己了”。这种偏差相当普遍，几乎人际交往

的任何一方对彼此具体的行为表现都有相当程度的共识，但在解释行

为的原因时却可能各执一词（Robins et al.，2004）。更糟糕的是，

伴侣双方可能意识不到彼此归因上的这种差异，每个人都可能认为另

一方会像自己一样看问题。如果伴侣有意识地去努力了解对方的观



点，行动者/观察者效应就会减少（Arriaga & Rusbult，1998），但

很少会完全消失（Malle，2006）。最保险的策略是在心中这样假定：

即便是你最亲密的伴侣也很少能真正理解你所有行为的原因。

其次，尽管伴侣彼此之间有真爱，也可能表现出自我服务偏差

（self-serving bias），欣然地把成功归功于自己，而极力推脱自己

在失败中的罪责。事情顺心时人们很容易认识到自己所起的作用，而

情况变糟时则喜欢寻找外部理由。因而，虽然伴侣们不会告诉对方这

一点（Miller & Schlenker，1985），但是当双方如胶似漆时，则常

常认为自己居功至伟；当双方反目成仇时，则认为自己仍无可厚非

（Thompson & Kelley，1981）。这一现象有意思的地方是，人们都能

估计到他人存在自我服务偏差，而看不到自己也存在（Kruger &

Gilovich，1999）。大多数人都能轻易地认识到别人对功劳过分的自

居，对失败苍白的托词；但却认为自己类似的自我服务偏差明智而准

确（Pronin et al.，2002）。这部分地是因为即使在自己的善良意图

没有实现的情况下，人们仍能清醒地意识到它，并给予充分的肯定；

而判断别人则仅仅依据他们的行为，完全无视他们行动的意图

（Kruger & Gilovich，2004）。

这一现象发人深省，且来看看它是怎样发生的。设想丈夫上床睡

觉时想道：“我敢打赌明天老婆躺在床上看到早餐时肯定很高兴。”

他打算为妻子做点什么，并为自己是个体贴周到的伴侣而沾沾自喜。

但当他睡过了头，不得不飞奔去上班，根本没有任何善意之举，却可

能仍感觉良好：毕竟自己有颗为对方着想的心。相形之下，妻子只能

从丈夫的行动来评价他；她又不会读心术怎能懂得丈夫心中所想，这

里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丈夫的好心好意。不同的信息来源使丈夫认为自

己是位尽心尽力、周到体贴的好伴侣，但妻子（或任何其他人）却不

这么认为。（还记得那些你想对亲人说出却未曾表达的感激吗？你或

许为自己曾找机会向他们表达而认为自己是个感恩的人，但失望的亲



人却未曾感到你的一丝谢意，认为你的所作所为简直就是个白眼

狼！）

在社会生活中，这种微妙的心理过程使得人们对事件习惯性地做

出自利式的解释。事实上，如果伴侣认为他们非常亲密，彼此的自我

服务偏差就比与其他人相处要少得多（Sedikides et al.，1998）。

尽管如此，在幸福满意的亲密关系中仍存在自我服务偏差。特别是发

生争吵时，夫妻双方都倾向于认为争吵是对方的过错（Schutz，

1999）。如果发生了婚外情，人们往往认为自己的风流韵事不过是无

伤大雅的逢场作戏，但却认为对方同样的出轨行为伤风败俗、令人痛

彻心扉（Buunk，1987）。

所以，伴侣们各自不同的视角使得自己能更好地开脱罪责，而不

会同样地原谅朋友或爱人所犯的错误。他们还倾向于认为争执和冲突

是对方首先挑起的。大多数人觉得自己很好相处，但对方有时难以忍

受。这种知觉无疑影响深远。的确，第三种重要的现象就是，伴侣双

方总的归因模式能决定亲密关系的满意程度（Fincham et al.，

2000）。幸福的爱人对伴侣行为的归因都是能改善关系的。认为伴侣

的积极行动都是刻意的、习惯的，还能据此推断伴侣在其他情境下的

行为。也就是说，幸福的配偶对彼此的积极行为都通常给以内部的、

稳定的、普遍的归因。他们也倾向于淡化彼此的过失，认为它们是偶

然的、特殊的和局部的。因而，消极的行为都通过外部的、易变的、

特定的归因而得到谅解。

通过这种归因方式，快乐满意的伴侣放大了伴侣的友善行为，而

缩小了伴侣的冷漠行为，并且只要伴侣的不端举止的确仅仅是偶尔之

失，那么这些善意的解释就能使双方愉快相处（McNulty，2010）。但

痛苦不满的伴侣反其道而行之，夸大了坏处而缩小了好处（Fincham，

2001）。不幸的伴侣做出了维持苦恼的归因，认为伴侣的负面行动都



是故意的、习惯性的，而正面行动都是无心的、偶然的（见图4.3）。

所以，幸福美满的伴侣常以君子之心来衡量彼此，从而能快乐相处；

而痛苦不满的伴侣则以小人之心来忖度对方，那么不管双方表现如何

友善都不能令人满意。即使苦闷的夫妻彼此示好，但双方都会认为对

方的体贴只不过是消极常态中短暂的、不具代表性的片刻安宁。当善

意被视为偶然的，伤害被视为蓄意的，亲密关系就很难得到满足。

图4.3　幸福伴侣和痛苦伴侣所做出的不同归因

改善关系的归因让伴侣肯定体贴、慷慨的行为，宽恕令人不悦的行为，认为它是一

时的过错。维持苦恼的归因刚好相反，责备伴侣不合心意的行为，却并不肯定伴侣

的良好举止。

资料来源：Brehm & Kassin，1990.



这种自我打击式的归因模式发生的原因何在？依恋类型有其影响

作用。安全依恋型的人倾向于宽容地采用改善关系的归因，而不安全

型的人则更为悲观（Pearce & Halford，2008）。高神经质的人也比

其他人更可能做出维持苦恼的归因。不过，各种不同的沮丧事件都会

使人逐渐消极悲观地来看待问题（Karney & Bradbury，2000）。有一

点是清楚的：不良的归因方式会引起更多的纠纷，降低解决问题的效

率，从而导致了那些本可避免的失落和不满（Sillars et al.，

2010）。人们能随意选择各种不同的观点来解释伴侣的行为，既可能

让亲密关系变得惹人喜欢、宽容大度，也可能使亲密关系变得痛苦悲

观、每况愈下——幸福的亲密关系最终取决于这两种归因方式的选

择。

记忆

对亲密关系当前事件的知觉，显而易见影响深远。人们对过去事

情的记忆一样会影响亲密关系。

人们往往以为自己的记忆是对过去事件的如实表征。具体而言，

人们可能会信任生动的回忆，因为它们看来如此确凿而具体。但一项

历经数年的研究（Della Sala，2010）清晰地表明：随着新事件的发

生，即便貌似生动形象的记忆，人们也会对其进行篡改和更新。所以

对过去事件的记忆往往混杂着过去真实发生了的和最近才知悉的信

息。心理学家用重构性记忆（reconstructive memory）这一术语来描

述随着新信息的获得人们会不断地修订和改写记忆。

重构性记忆影响着亲密关系。举例来说，伴侣当前的感情状况会

影响双方对共同往事的记忆（McFarland & Ross，1987）。如果当前

幸福，人们倾向于忘记过去的不愉快；但如果伴侣感到痛苦，亲密关

系在走下坡路，人们会低估过去曾经的幸福和情意。记忆的这种策略



有助于人们适应环境，但常使人觉得自己的亲密关系一直比实际状况

更稳定、更可靠——这会让人滋生有害的过度自信。

错误记忆好的一面是，伴侣能对未来保持乐观。任何时间点，满

意的爱人都还可能记得过去曾发生过的一些问题，但这些最近都得到

了改善，所以他们现在比过去更幸福（Karney & Frye，2002）。这一

现象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你纵向追踪这些幸福的配偶，即使他们彼此

的满意程度日渐削弱而不是增加，他们仍会再三地告诉你这一点

（Frye & Karney，2004）。显然，通过记忆亲密关系中那些并没有发

生过的新近改善，伴侣们显然更为幸福。如同其他知觉一样，我们的

记忆会影响随后的行为以及亲密关系中的情感（Simpson et al.，

2010）。

关系信念

人们还带着人际关系的固有信念步入亲密关系。这些信念以心理

结构的形式组织起来。心理结构又叫图式（schemas），能对人际关系

的知识进行系统化的归档，更重要的是，能据此提出连贯一致的假

设，以说明人际关系的发展规律（Solomon& Theiss，2007）。在人际

关系图式中有一套很常见的相互关联的信念，即浪漫主义

（romanticism），浪漫主义者认为爱情应该是选择伴侣的最重要的依

据（Weaver & Ganong，2004）。他们认为：（1）与伴侣的爱情是完

美无瑕的；（2）每个人只能有一个完美的“真”爱；（3）真爱能克

服一切障碍；（4）一见钟情是可能存在的。这些浪漫信念显然能为刚

建立的亲密关系增添一抹玫瑰色彩——浪漫情侣比不浪漫的情侣体验

到更多的爱意、满足和承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慢慢削弱

（Sprecher & Metts，1999）。现实中的亲密关系很少能满足这么高

的期望。



至少浪漫信念看起来相当有益，其他一些信念则显然有害。人们

对亲密关系本质属性的错误认识具有负面作用（dysfunctional），也

就是说，它们对亲密关系有不利影响，使伴侣对亲密关系更不易满足

（Goodwin & Gaines，2004）。什么样的观念有害呢？应警惕以下六

个观点：

● 争吵具有破坏性。争吵就表明伴侣爱自己还不够深。如果彼此

深深相爱，就不会发生任何争执。

● “读心术”很重要。真正彼此关爱的伴侣仅凭直觉就能知道对

方的需要和偏好，根本不需要告知对方自己的所思所想。如果必须告

诉伴侣自己的想法和愿望，那只能说明伴侣爱自己还不够深。

● 伴侣是不会发生改变的。一旦亲密关系变糟，就无法得到改

善。如果爱人曾伤害过你，毫无疑问还会一而再，再而三地伤害你。

● 每一次的性生活都应该是完美的。只要爱情是忠贞的，每一次

的性生活都应该是神奇美妙、令人满足的。伴侣应该经常渴望并为性

生活做好准备。

● 男人和女人就是不一样。男人和女人的性格和需要非常不同，

很难真正理解对方。

● 美好姻缘天注定。根本无需努力来维护美满的夫妻关系。夫妻

要么彼此脾性相投、快乐到老，要么格格不入、争执一生。

数年前就有研究者识别出这些有害的观点（Eidelson &

Epstein，1982），此后陆续有研究发现这些观点会导致亲密关系的困

扰和不满（如Knee et al.，2003）。这些观点是不切实际的。如果争

吵的确发生——争吵总是会发生的——持有以上观点的人就会认为事

态极其严重（Franiuk et al.，2004）。任何争议都意味着他们的爱



是不完美的。更糟糕的是，当亲密关系出现问题时，持有这些错误观

念的伴侣并不会采取建设性的行动来改善关系。由于相信伴侣不会改

变、真爱天注定，他们就不会设法去解决问题，而只会逃避问题

（Franiuk et al.，2002），他们更愿意结束不幸福的亲密关系，而

不会努力去修复亲密关系（Knee et al.，2003）。

表4.1　宿命信念和成长信念

资料来源： Knee，1998.

在关系信念的研究中，有学者把上述观念叫做宿命信念（destiny

belief），因为这些信念认为伴侣要么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婚姻生活

注定幸福美满；要么不是冤家不聚头，婚姻生活注定痛苦悲惨（Knee

& Bush，2008）。宿命信念从僵化呆板的角度来看待亲密关系（见表

4.1）：如果伴侣双方注定要幸福地生活在一起，那么在相遇的那一刻



他们就知道了，他们不会碰到任何疑虑或困难，一旦两个梦中情人相

遇，就必然有美满的未来。这种爱情往往表现在好莱坞电影中的浪漫

情侣身上，而迷恋这类影片的人通常认为真爱天注定（McCarthy，

2009）。

另一种爱情观你很少在电影中看到，其假定幸福的亲密关系乃是

辛勤维护的结果（Knee & Bush，2008）。根据成长信念（growth

belief），幸福的关系是努力和付出的回报，如果伴侣一起努力战胜

挑战、克服困难，良性的亲密关系就能逐渐建立起来。其基本假设

是：只要努力付出，几乎任何亲密关系都能取得成功。



我们都能看到，在面临困难时，不同的关系信念会引起不同的结

果（事实证明，好莱坞电影对于我们没任何好处）。如果夫妻发生争

吵或者伴侣偶尔犯错，持有成长信念的人更忠于自己的亲密关系，更

乐观地相信任何伤害都能得到平复（Knee et al.，2004）。持有成长

信念的人还能心平气和地讨论爱人的缺点；相形之下，持有宿命信念

的人一谈到伴侣的缺陷就充满敌意（Knee et al.，2001）。

很显然，某些关系信念更有适应意义（Miller et al.，2008）。

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影响，这些观念往往较为稳定而持久（Franiuk

et al.，2002），但通过教育和反思可以改变不良的关系信念（Sharp

& Ganong，2000）。确实，如果你有上述的宿命信念，希望本书对你

有启发作用。不现实的关系信念是如此的理想化和过于乐观，没有任

何亲密关系能达到它的标准。

期望

如果关系信念是错误的（正如起消极作用的宿命信念），则错误

会延续下去。相形之下，人们却能期望他人做出某些特殊行为，即使

这些期望一开始是错误的，后来却能变成现实（Rosenthal，2006）。

这就是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ies），指错误的

期望最终变为现实，因为它会诱导被期望人的行为，从而使错误的期

望得到实现。自我实现的预言非常生动地说明了知觉的力量，因为预

言中的事件之所以发生，只是因为人们期望它发生，并且被期望的人

就像所期望的那样去行动。

我们一起来考察图4.4，详细看看自我实现的预言是怎样进行的。

自我实现的预言第一步是知觉者形成对目标（他人）的期望，即预测

目标会怎样行动。目标的各种信息，诸如年龄、性别、种族、长相吸

引力和社会阶层等，都会在知觉者意识不到的情形下影响他的判断。



然后，接下来是重要的第二步知觉者行动，知觉者通常会以与自

己期望一致的方式来行动。的确，知觉者很难避免微妙地传达出对目

标的看法（Biesanz et al.，2001）。比如，持赞许性期望的知觉者

与持否定性期望的知觉者相比，前者与目标交往的时间更长、更频

繁，有着更多的眼光接触，坐得更近，更多微笑，问的问题更多，鼓

励更多的反应等（Rosenthal，2006）。

图4.4　自我实现的预言



知觉者原本错误的期望在与目标互动的过程中似乎变成真实的了。

知觉者行为的接受方（即被期望的人）可能注意到所有的这一

切，目标的解释会影响他/她自己的反应（Stukas & Snyder，

2002）。然而，多数情况下在第四步当目标做出反应的时候，其方式

与知觉者对他/她的行为方式是类似的。对热情常报以兴趣（Snyder

et al.，1997），敌意则还以反击（Snyder & Swann，1978a），轻浮

则回应诱惑（Ridge & Reber，2002）。因而，知觉者往往从目标身上

引出他们所期望的行为。如果知觉者没有刻意寻找这种行为，目标的

行为或许会大为不同。

但这就是自我实现的预言的本质，所以在最后一步知觉者解释目

标的反应时，知觉者不太可能认识到他自己在引起目标反应中所起的

作用（McNulty & Karney，2002）。行动者/观察者效应会使知觉者把

目标的行为归因于目标自己的性格或心情。毕竟，知觉者在目标身上

发现了自己期待的行为；还有更好的证据来证明知觉者的预期是正确

的吗？（这也是人们在判断他人时往往过度自信的另一个原因；当错

误的期望变成现实，人们从来不会意识到自己犯过的错误。）

这也是对他人知觉如此重要的另一个基本原因。这些知觉不仅影

响到对所获信息的解释，也指导着对他人的反应。我们常从别人身上

验证了我们的期望，而这些期望中的行为如果没有我们的推动就不会

发生——但我们很少意识到正是我们的期望造就了他们的现实。

研究者通过一个精巧的实验演示了自我实现的预言（Snyder et

al.，1977）。研究者让明尼苏达大学的男生相信和他们在电话里聊天

的女生有的非常漂亮，有的则非常丑陋。主试让每位男生看一张他们

即将结识的女生的假照片，然后将谈话录了下来看会有什么结果。认

为自己在和美女聊天的男生比认为和丑女聊天的男生有着更高的期

望，在交往开始时他们更为热切和投入。听谈话录音的人也认为他们



好交际、热情、外向和勇敢。男生对女生的判断（大部分是错误的）

清晰地反映在他们对待女生的行为中。女生又是如何应对男生的这些

行为呢？她们并不知道自己已被贴上漂亮或丑陋的标签，但肯定知道

与自己交谈的男生是热情还是冷漠。结果，男生得到了他们所期望

的：被认为美丽的女生听起来更吸引人，对兴味盎然的男生报以热情

和魅力。相形之下，被认为丑陋而且被男生淡漠对待的女生听起来相

当乏味。在这两种情况下，无论男生的期望是否正确，他们都从女生

那里看到了自己所期望的行为。

对他人的期望能引导我们对他人做出的行为反应，所以期望具有

促动作用。另外一个有趣的实验是，研究者先误导参与者的期望：陌

生人要么喜欢他们，要么讨厌他们，然后让他们与该陌生人交谈

（Curtis & Miller，1986）。实验中研究者告诉参与者，为了研究不

同类型的人际交往，研究者会提前给陌生人一些关于参与者的虚假个

人信息，所以与陌生人见面时，参与者会预期从陌生人那里得到友好

或者冷漠的反应。但实际上，没有一个陌生人知道参与者的任何信

息，对这次交往是好是坏的虚假期望只不过是参与者的臆想罢了。

（假设你也参与了这个实验：你认为即将谋面的人已经喜欢或者讨厌

你了，但那人实际上对你一无所知。）结果怎样？人们实现了他们的

期望。预期自己将被人喜欢的参与者与陌生人打招呼时富有魅力，开

朗而积极——他们的言谈举止讨人喜爱——并且真的得到了陌生人的

喜爱。然而，预期自己被人讨厌的参与者则显得小心翼翼、戒心重

重、畏畏缩缩，对方也的确讨厌他们。错误的期望再一次使他们的行

为变为现实——积极的期望对人际交往有所裨益，而消极的预期则相

反。



的确，长期对他人持有不同期望的人逐渐会制造出截然不同的社

会环境（Stinson et al.，2009）。例如，一项研究计划发现，经常

忧虑被他人拒绝的人，其行为方式往往更可能遭人拒绝（Romero-

Canyas et al.，2009）。对拒绝高度敏感的人经常会紧张地感受到别

人的怠慢，即使没有人有意冷落他（Romero-Canyas et al.，

2010）。他们的行为令人讨厌，因而他们自己以及伴侣往往对亲密关

系感到不满足（Downey et al.，1998）。



对拒绝敏感的反面或许是乐观主义，即总是期望好事发生。长期

乐观的人比那些不太有希望的人享有更满足的亲密关系，因为他们的

积极期望对伴侣关系有所裨益（Carver & Scheier，2009）。与悲观

主义者相比，他们感受到伴侣更多的支持（Srivastava et al.，

2006），自信能和伴侣一起紧密合作，创造性地完美解决所遇到的问

题（Assad et al.，2007）。相信自己能克服困难的期望显然使他们

能信心十足、精力充沛地直面任何难题，这实际上也让问题变得更易

于处理。

随着时间和经验的积累，人们肯定会了解对他人的错误期望这一

事实真相。当人们日渐变得熟悉彼此，某些最初还站得住脚的预言会

消失。相反，如果人们仍根据自己先前的期望持续行事，某些自我实

现的预言能存在若干年（Smith et al.，1999）。总之，对伴侣的知

觉、做出的归因、带入新的人际关系的信念和期望等因素，对随后的

人际事件或许有着重要的影响。人们彼此做出的评价也有影响

（Holmes，2002）。同悲观主义者相比，期望他人值得信赖、慷慨大

方、充满关爱的人会发现对方对自己的确很好。

自我知觉

知觉具备力量的最后一个例子是人们对自己形成的评价。在第1章

讨论自尊时我曾提到，自我评价是影响人们交往的重要因素。高自尊

的人对自己友好的搭讪常常信心十足，预期他人会热情地回应。而低

自尊的人则不太确定自己是否讨人喜欢（Baldwin & Keelan，

1999）。因而，怀疑自己的人往往也会怀疑自己的亲密伴侣，其亲密

关系一般不如高自尊的人安全（Mikulincer & Shaver，2007）。

但自尊只是更宽泛的自我概念（self-concepts）的一部分。自我

概念包括人们对自己所形成的全部信念和情感。我们的自我概念包含



广泛的自我了解和自尊，自我概念的所有组成部分都和我们与他人的

人际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社会交往中，自我概念具有两种不同的功能（Kwang & Swann，

2010）。一方面，我们从他人那里寻求能提升自我概念的反馈，这将

使我们相信自己是合乎他人心意、有吸引力、有能力的人。我们都喜

欢听到关于自己的正面信息，并设法与那些能帮助我们树立正面自我

形象的人保持联系。

另一方面，如果听到与自己信念矛盾的信息会令人不安，所以我

们还需要能支持自我概念的反馈（Swann et al.，2008）。且不管好

坏，自我概念在构建人们的世界观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它使得生活

可以预见，也支持了人们对每天行动结果连贯而一致的期望。如果没

有稳定和牢固的自我概念，社会生活将变得混乱无序，而不断地面对

与自我形象矛盾的信息则会令人感到气馁。因此，人们还会从他人那

里寻求与自我看法一致的反馈，这能证实他们现存的自我概念

（Stinson et al.，2010）。

这两种动机，自我提升（self-enhancement，对正面、褒扬反馈

的渴望）和自我证实（self-verification，对与自我概念一致的反馈

的渴望）的动机能一起和谐地出现在喜欢自己和有正面自我概念的人

们身上。当这样的人和表扬及恭维他们的人交往时，获得的反馈同时

具有自我提升和自我证实作用。但对于那些真正认为自己能力不足和

不招人喜欢的人而言，情况却更为复杂。他人的正面评价使他们感觉

良好，但却会威胁到他们的负面自我形象；负面的反馈和批评确证了

他们的自我概念，但感觉糟糕。

这两种动机如何在具有负面自我概念的人身上共存？答案之一是

具有糟糕自我概念的人喜欢人们总体的赞扬，以表明伴侣与自己相处

很幸福，但对于其特殊的缺点却偏爱自我证实的反馈（Neff &



Karney，2005）。伴侣很清楚你的毛病，尽管如此仍然喜爱你，这样

的伴侣貌似能同时满足这两种动机（Lackenbauer et al.，2010）。

自我提升的动机看上去是自动化的、相对无意识的、主要为情绪性的

反应，而自我证实动机却根源于深思熟虑的、有意识的认知。这就意

味着具有不良自我认知的人喜欢他人的表扬和恭维，但一旦有机会思

考时，他们就不会相信和信任这些反馈（Swann et al.，1990）。

那么，这又会怎样呢？这些现象对于人际关系研究的意义在于：

如果人们认真地选择伙伴，他们会选择那些支持他们现存自我概念的

亲密伴侣，不论自我概念是好是坏（Swann et al.，2008）。看一个

例子：设想你在大学生宿舍和人共住一个两人间，学年结束时你是否

愿意更换室友？如果你有正面的自我概念，你的室友喜欢与你相处并

告知了你。你想离开吗？可能不会吧。但如果室友讨厌你还不断地贬

低你，你或许就想走了。你不会愿意和与自己看法有争执的人住在一

起，因为整天面对这样矛盾的观点会让你身心疲倦、厌恶透顶。

现在设想你有着糟糕的自我概念，分在一起的室友一直恭维你。

这样的表扬的确能提升自我，听起来也顺耳，你还想得到更多表扬，

是吗？不对！因为保护和维持我们现存的自我概念的动机非常强烈，

以致具有负面自我概念的人希望逃离喜欢和赞同他们的室友；他们宁

愿室友不喜欢自己（Swann & Pelham，2002）。这种不赞成虽然令人

不快，但至少打消了接受者的疑虑：这个世界还是能预测的。

在爱情关系中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如果人们选择约会的恋人，自

我提升是很重要的动机，人人都会寻找喜欢和接纳自己的伴侣。所

以，即使有着糟糕自我概念的人也会追求能提供积极反馈的伴侣

（Swann et al.，2002）。不过，在相互依赖更多、更投入的人际关

系（如婚姻）中，自我证实的动机居于主导（这种现象叫婚姻转

变），人们需要支持他们自我概念的反馈（Swann et al.，1994）



（见图4.5）。具有负面自我形象的人如果发现爱人不断表扬和欣赏他

们，他们逐渐会找出各种办法尽可能地逃避自己的配偶：

设想有位男士把从妻子那里得到的表扬都解读为过誉之词。虽然这些表扬起初让他觉

得乐观而幸福，但如果他最后判断妻子只不过是言不由衷…或者干脆认为妻子是个傻子，正

面光辉就会慢慢消退。无论哪种情况，从自己非常熟悉的人那里得到了过分称赞的评价，都

会使自己不安、并认为对方很虚伪（Swann，1996，p.118）。

另一方面，那些具有负面自我概念的人，即使伴侣贬低自己，他

们也能够亲密相处。（当然，那些具有正面自我概念的人相处方式则

刚好相反。）

总的来说，自我概念对人们选择亲密伴侣具有导向作用。他人的

赞许和接纳令人愉快，但在长期的亲密关系中，人们更偏爱能确证自

我认知的反应。这就意味着虽然大多数人对那些赞美他们的伴侣感到

很满足，但具有负面自我概念的人不会这样；他们觉得能证实自己糟

糕的自我观念的伴侣更理解自己、感觉更亲切（Letzring& Noftle，

2010）。[3]



图4.5　自我证实中的婚姻转变

在恋爱的伴侣关系中自我提升非常明显；那些赞赏我们的恋人比那些认为我们有缺

陷的恋人更让我们感到亲密。但一旦人们结了婚，自我证实的动机就居于主导。具

有负面自我概念的人的确认为不赞赏他们的配偶比赞赏的配偶更亲密。如果你现在

的爱人自尊较低，当心婚姻转变这个现象。

资料来源：Swann，De La Ronde，& Hixon，1994.



印象管理

他人对我们形成的印象显然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经常会努力控制

自己给他人传递出的信息。有时我们会仔细地选择自己的动作、言

语、穿着和背景，企图给他人留下精心策划的好印象；甚至会仔细挑

选自己的好友以呈现某种公共形象（Keating，2006）。另一些场合，



虽然我们并没有刻意去追求某种人际印象，但我们仍然会表现出以前

习惯的行为模式，这种模式把我们刻画成令人喜欢的形象（Lakin，

2006）。所以，不论我们是否能意识到，我们总是在进行着印象管理

（impression management），试图影响别人对我们的印象。

这一观点非常有意义，原因至少有两方面。首先，我们在他人面

前做的所有事情，其调控策略几乎都是围绕着印象管理的。女性与自

己心仪的男子约会时，比与自己的闺蜜在一起时吃得更少（Robillard

& Jarry，2007）。男性若想打动女子，他们会在滑板上做高危动作，

展示更惊人的碰撞（Ronay & von Hippel，2010），更慷慨地做慈善

（Iredale et al.，2008），炫耀奢侈品（Sundie et al.，2011）。

[4]在性生活中，女性会夸张地叫喊以示愉悦（Brewer & Hendrie，

2011），男女两性偶尔都会假装性高潮（在美国堪萨斯州的样本中约

有四分之一的男性和三分之二的女性这样做过）（Muehlenhard &

Shippee，2010）。确实如此，任何公开的行为都会向别人传达我们有

意义的信息。我们选择的电子邮箱名称（Back et al.，2008b），在

3D虚拟网游《第二次生命》（the Second Life）里创建的人物

（Bélisle et al.，2008），当然还有在脸谱网站编写的个人页面

（Back, Stopfer et al.，2010），所有这些都会让陌生人认为我们

的某些人格特质特别优秀。

印象管理之所以重要的第二个原因是，它对人们的社会生活有着

广泛的影响。他人对我们的评价非常重要，与人交往时，我们很难不

关心对方对我们的看法（Miller，1996）。运用印象管理我们能影响

他人的判断，从而增加实现社交目标的机会。这一过程鲜有不诚实的

事件出现，故印象管理很少有欺骗性。是的，女性会在网上的个人页

面上误报自己的体重，男性则会误报身高（Hitsch et al.，2010）

——你肯定知道误报的方向——但大多数印象管理是向别人（或许是

选择性地）披露自己真实的特性（Schlenker，2003）。比如，只是表



明自己的部分态度，而不提及其他，这样人们看上去与自己遇到的任

何一个人都有某些共同点。印象管理的这一简单策略使人们的社会交

往变得更得体、更有奖赏意义，却与虚伪无涉。因为人们都反感虚假

和欺骗，所以很少有人会伪装矫饰自己。

印象管理策略

然而，因为大多数人都有着不同的兴趣和才能，所以只要我们真

实呈现，就能创造出各种不同的印象，在不同的情境下展现不同的形

象。的确，人们通常会用到四种印象管理策略（Jones & Pittman，

1982 ）。如果要寻求他人的接纳和喜欢，会用到逢迎讨好

（ingratiation）策略，帮别人的忙，夸赞别人，谈及共识，装作可

爱而大方，总之，尽量让自己显得充满魅力、讨人喜欢。逢迎讨好是

恋人最常用的印象管理策略（Nezlek et al.，2007），只要这些努力

不明显带有操控性质或者虚伪不实（Marchand & Vonk，2005），一般

都能得到对方的良好回应（Proost et al.，2010）。

在其他场合下，如果我们希望自己的能力得到他人的认可和尊

重，就会使用自我推销（self-promotion）策略来向他人描述自己的

成就，或颇具策略地公开展示自己的技能。自我推销是职场最常用的

印象管理策略（Nezlek et al.，2007），但即便是在职场的背景下，

如果女性表现出强烈的自我推销行为，就会有一定的风险被人认为

“不够淑女”（Moss-Racusin & Rudman，2010）。然而在求职面试

中，自我推销比逢迎讨好给面试官的印象更好，而这两种策略结合使

用效果更佳（Proost et al.，2010）。

逢迎讨好和自我推销都能营造讨人喜欢的社交印象，但另外两种

策略则会留下令人讨厌的形象。通过恐吓（intimidation）人们把自

己描绘成无情、危险和凶恶的形象，以使他人顺从自己。这样的行为



令人反感，会使人避而远之。不过如果只是偶尔为之，或者对待的是

儿童和无家可归的流民，恐吓或许能达到一些目的。最后，使用恳求

（supplication）的策略，人们看上去显得无能或体弱，以逃避责任

或求取他人的帮助和支持。人们声称经过“一天辛苦的工作”感觉

“太累了”而不能洗碗，使用的就是恳求的策略。如果前面两个策略

起了作用，大多数人会避免使用恐吓和恳求。因为我们都希望自己讨

人喜欢和受人尊敬，而不是让人害怕或者要人怜悯。但几乎人人都偶

尔会用到恐吓和恳求策略。如果你曾经做出姿态，让伴侣知道你对某

事很生气或者伤心，以此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分别用到了恐吓或恳

求策略（Clark et al.，1996）。

亲密关系中的印象管理

亲密伴侣之间的印象管理有两个特点值得一提。首先，人们管理

印象的动机存在个体差异，这种差异具有重要的影响（Nezlek &

Leary，2002）。自我监控（selfmonitoring）能力高的人善于调整自

己的行为，以适应各种情境下的不同规范。他们对社会线索敏感，知

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他们愿意也有能力灵活地调整自己的行为以适应

当前的情境。相形之下，自我监控能力低的人不太在乎社会规范，缺

少变通，应变能力差，故而所有情境下都表现出一成不变的行为，即

使并不适合当前的情境仍保持原来固定的形象。故而，自我监控能力

高的人其印象管理更为灵活多变（Fuglestad & Snyder，2009）。

这些不同的印象管理风格导致了不同的交际圈子。由于自我监控

能力高的人常能快速地转变形象以面对不同的人，他们比自我监控能

力低的人有着更多的朋友，但和这些朋友的共同点并不多。[5]自我监

控能力高的人身边有许多“活动专家”式的伙伴，他们是进行某些爱

好和活动的好伙伴——如“网球伴儿”或“芭蕾舞伴”——但在活动



之外朋友间并不见得心投意合（Leone & Hawkins，2006）。高自我监

控者能有技巧地尽量避开可能引发争执的话题，而专家式的朋友则能

使他们真正地享受这些活动——但如果他们聚会，把所有这些朋友都

请来，那么他们可能是鲜有共同点的形形色色的人。相形之下，低自

我监控者必须更加费力地寻找才能找到更为相似的同伴。如果把低自

我监控的人的所有朋友召集在一起（当然屈指可数），他们的共同点

会更多。

印象管理风格上的差别随着时间流逝似乎变得更为重要。高自我

监控者第一次见到别人时，比低自我监控者体验到更为紧密的交往；

他们善于找到谈话的共同点，也擅长和人私聊（Snyder & Simpson，

1984）。高超的印象管理能力似乎有助于他们与许多不同的人轻松自

在地交往。但另一方面，他们在每个朋友身上所花的时间较少，所以

与低自我监控者相比，他们的人际关系维持的时间更短、投入程度也

较小（Leone& Howkins，2006）。人际关系刚开始时，高自我监控者

所享有的社交优势，在关系稳固后却可能变成障碍（Wright et al.，

2007）。

故而，高自我监控者对社交形象的高度关注会影响他们建立的人

际关系。你更愿意成为哪类人，你的自我监控能力高还是低？使用表

4.2所示的量表，可以确定你自己的自我监控能力。请记住：只有非常

高或者非常低的得分才符合这里所描绘的情况。

表4.2　自我监控量表



资料来源：Snyder & Gangestad，1986.

亲密关系中印象管理的第二个有趣特点是，尽管我们给好友和恋

人营造的印象比为熟人或陌生人营造的更为重要，但是为了维持良好

的形象，我们在前者所花的心思通常不如后者。我们不会总是惦记着

如何给熟悉的人留下美好的印象，也不会一直努力在他们面前显得招

人喜欢、德才兼备（Leary et al.，1994）。比如人们与伴侣认识的



时间越长，他们在约会聚餐时，在洗手间里梳洗打扮自己所花费的时

间就越少（Daly et al.，1983）。我们对在亲密伴侣面前所呈现形象

的关注程度，反不如面对陌生人时更在意，这可能有很多原因（Leary

& Miller，2000）。举例来说，我们都知道自己的好友和爱人已经喜

欢上我们，所以营造美好形象以赢得他们赞许的动机不足。也可能是

因为他们十分了解我们，要改变他们的看法比较困难。不过，还有可

能仅仅是因为我们变懒了。要表现最好的言谈举止需要专心和努力。

有礼貌的举止通常意味着某种形式的自我约束。在已经了解并喜爱我

们的人身边，我们可以放松，无拘无束。但这也意味着人们对亲密伴

侣常比对普通人更为坦荡不羁（Miller，1997b）。在谈恋爱时显得非

常端庄得体的人——不沐浴更衣、穿戴整齐后决不出来吃早饭——常

常在结婚后变成这样的配偶：穿着内衣坐在桌旁，没有洗漱，又是抓

痒又是剔牙，还叉走了最后一个炸面包圈。这很有讽刺意义。人们在

谈恋爱时，凭借优雅的举止赢得浪漫伴侣的爱情后，却再也不肯努力

在爱人面前保持风度（这或许是许多亲密关系中存在的重大问题，在

第6章我们会详细探讨）。

我们了解伴侣的程度

我们来总结一下本章学习过的社会认知内容。在亲密关系中，伴

侣们彼此常常持有理想化的且过度自信的认知，并且如果他们依据这

些判断来行事，或许彼此会引发符合他们期望的行为，否则这些行为

就可能不会发生。而且，不论期望正确或错误，他们都可能会以符合

自己先入之见的方式来解释彼此的行为。和这些因素一同起作用的，

还有伴侣努力调整自己的行为，以便给对方留下自己想要造成的印

象。显然，在亲密关系中有着许多不同的过程在起作用，导致我们在

伴侣身上看到我们所期望或想要（或者伴侣希望我们）看到的特质和



动机。那么我们对伴侣认知的准确度如何呢？我们有多了解自己的伴

侣呢？

答案很简单，“不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准确”（Sillars，

1998）。当然，我们对伴侣都有着深入的了解（Gill & Swann，

2004），但正如第3章所述，我们通常会认为伴侣与自己很相像，但实

际上并非如此。我们相信他们经常会同意自己的意见，但实际上没那

么频繁，我们还过高地估计伴侣的人格特质与自己的相似度（Luo &

Snyder，2009）。结果，我们觉得自己理解伴侣，伴侣也理解我们，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Pollmann & Finkenauer，2009）。这些错误知

觉也有些好处。的确，我们在伴侣身上感知到的相似和理解越多，我

们与他们的亲密关系就越令人满意（Pollmann & Finkenauer，

2009）。不过，我们对伴侣的误解远远超过我们所能认识到的程度。

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对伴侣的认知是一种虚构的形象，把伴侣描绘

成另外一种人。

有几个因素决定了我们判断伴侣的准确程度。人际知觉既取决于

交往中的人，也取决于他们所面临的情境。

了解

我们并不如我们认为的那样了解自己的伴侣，这一结论与亲密伴

侣彼此熟悉这一事实并不矛盾。随着亲密关系的发展及伴侣在一起的

时间增加，双方确实对彼此更加了解（Brown et al.，2011）。已婚

的夫妻对彼此的认知比恋爱中的情侣或一般朋友更为准确，熟人对彼

此的判断也比陌生人更准确（Letzring et al.，2006）。亲密的伴侣

有着更多的交往，对彼此有着更为细致的了解——正如第3章所述，他

们实际上可能有着更多的共同点——所有这些都会影响判断的准确性

（Connelly & Ones，2010）。



动机

然而，我们对他人的认知并不一定随着时间的流逝就必然变得更

为准确（Kenny et al.，2007）。实际上，结婚时间较短的配偶在推

测伴侣的心思方面，比婚龄更长的配偶更准确（Kilpatrick et al.，

2002）。显然，我们领会彼此心意的兴趣和动机有助于提高我们认知

的洞察力和准确性（Thomas & Maio，2008），刚刚同居的人（想了解

彼此的动机大概很强[Clark & Wegener，2008]）对彼此的了解或许和

以后了解的一样准确。但长期非常亲密的接触（如婚姻），随着时间

的递进彼此的了解似乎更不准确（Ickes，2003）。



一般看来，女性仔细思考自己的亲密关系的时间比男性多

（Acitelli，2008）。引人注目的是，女性在月经周期的某些阶段可

能变得特别机敏：当她们处在受孕期——也就是说，正好在每个月排

卵之前的几天——她们能迅速而轻松地判断出男性的力量和强势，其

他时间则迟钝得多（Macrae et al.，2002）。但是，女性对他人的判

断是否通常比男性更准确？答案是肯定的。一定程度上，这与男性不

如女性那么努力地去理解他人有关（Hall & Mast，2008）。最后，我

们对俊美之人往往比对普通长相的人更为了解，这是因为他们俊美，

我们会更加努力地进行了解（Lorenzo et al.，2010）。如果我们了

解他人的动机很强就能更准确地了解他们。

伴侣的易理解性

人们的某些特质格外显眼——即表现这些特质的行为易于观察、

显而易见——特质越明显，人们认知的准确性就越高。比如对于善于

社交和性格外向的人，人们更可能认为他们喜欢热闹、为人友善，但

神经质程度高的人却不易让人觉察（Vazire，2010）。此外，我们通

常更容易正确地判断某些人。一个有趣的例子是让参与者观看快速约

会相亲者的视频（Place et al.，2009）。观察者通常能较准确地分

辨男子是否对相亲的女子感兴趣，但要判断女子对男子的兴趣却有点

困难（可能是因为女子大多喜欢掩饰自己的情感）。尽管如此，男女

两性中都有一些人非常坦率，容易解读，而另一些人（约占该群体的

20%）总是会误导那些观察他们的人。如果观察者难以解读这些人，对

他们的想法往往也就毫不知晓。

知觉者的能力



有些人或许很难被人了解，但也有些人却善于观察别人。具备优

秀社交技能的人往往擅长评价和判断他人（Hall et al.，2009），这

可能是因为他们的情绪智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很高。情绪

智力指人们觉知、利用、理解和管理情绪的能力（Mayer et al.，

2008）。如果人们有较高的情绪智力，就能驾轻就熟地调控自己的情

感，从而在遭受打击和挫折时避免过度反应。他们还能敏感地体验到

别人的感受，所以他们的人际交往更加满意和亲密（Mirgain &

Cordova，2007）。女性往往比男性的情绪智力更高（Brackett et

al.，2005），这也是她们擅长评价和判断他人的又一个原因。

觉知他人的能力低下可能引起不良后果。研究者请已婚男士观看

妇女讨论她们离婚的录像，结果发现（你或许能猜到）有些男士能更

好地读懂这些妇女的心思和情感（Schweinle & Ickes，2002）。录像

充满着紧张的情绪反应，这些男士也不认识录像中的妇女。那些能准

确辨别妇女真正恼怒和愁苦心境的男士，其婚姻往往更为美满。相形

之下，有些男士知觉到的敌意情绪比她们的实际情况更严重；他们在

这些妇女的中性言谈中觉知到批评和拒绝，而其他男士却不这么认

为。这些男士殴打老婆的可能性也更高（Schweinle et al.，

2002）。从陌生女性那里觉知到并不存在的敌意，这一敏感的倾向与

虐待妻子的行为有相关。

令人欣慰的是，通过训练和实践人们可以提高自己理解伴侣的能

力。在一项研究中，参与者参加了为期10小时的同理心训练课程，在6

个月后他们就能更准确地理解伴侣的想法和情感。他们的伴侣对彼此

的亲密关系也更为满意（Long et al.，1999）。

危险的知觉



亲密伴侣彼此的了解当然比一般熟人的了解更准确，但如果伴侣

的情感和行为令人困扰和不安，他们就不愿意去了解对方。准确知觉

如果令人忧虑，可能实际上促使他们故意歪曲知觉，以避免对亲密关

系产生怀疑（Ickes & Simpson，2001）。这是好事一桩，因为如果伴

侣能明确无误地觉知到对方消极、危险的情感，亲密关系就会受损

（Simpson et al.，2003）。设想如下情境：你和恋人要观看并讨论

几张十分有魅力的人的照片，你的恋人后来或许会遇见他们。然后，

在观看刚才讨论照片的录像同时，你试图去确切了解恋人在检视这些

美女的照片（或者女友检视帅哥的照片）时的真实想法，这些美女帅

哥可能就是你的情敌。这时你的知觉会有多敏锐呢？你真的想知道恋

人认为某张相片特别迷人，而的确盼望和那人见面吗？如果你和大多

数人一样，你肯定不想知道恋人真实的想法。这些相片越是吸引人

（因而越有潜在的危险），恋爱关系越是亲密，在这种情境下，你对

恋人思想和情感的感知就越不准确（Simpson et al.，1995）。伴侣

对面容丑陋相片的反应，大多数人都能比较准确地了解，但伴侣对长

相迷人相片的反应，大多数人则会莫名其妙地显得相对愚钝。对自己

不愿听闻的消息人们是不会关注的。

但是并非所有人都能以这种方式来管理好危险的知觉。痴迷型依

恋的人在伴侣检视迷人的照片时，他们对伴侣的判断实际上却更加准

确（Simpson et al.，1999）。然而，准确的知觉却让他们不得安

宁，因而他们对自己亲密关系的准确评价并没有多大好处。痴迷型的

人就如飞蛾扑火：他们在这些情境下特别擅长于凭直觉来评判伴侣的

感受，可惜在这里准确的知觉只能令人不安，得不偿失。这种知觉的

敏感性或许是痴迷型的人长期对亲密关系感到焦虑的原因之一。在面

对令人痛苦的信息时，疏远型[6]的人则表现良好，因为他们转移了自

己的注意力，对此视而不见（Edelstein& Gillath，2008）。这能保



护他们的感情，但也使得他们对真实情况的了解相当迟钝（Fraley &

Brumbaugh，2007）。

知觉者的影响

最后，我们应该记住，人们对他人的觉知并非消极被动的过程。

在亲密关系中，伴侣仍持续不断地进行交往，根据自己的期望来行

动，并根据自己构建的知觉做出相应的回应。如果他们认为伴侣不是

自己所期望的那种人，他们会鼓励伴侣做出某些行为，避免另一些行

为，从而改变伴侣。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人们有时就像雕塑家，试图

把现实中的伴侣塑造成心中理想的形象（Rusbult et al.，2009）。

如果伴侣萎靡不振，我们会努力给他加油鼓劲。而如果伴侣狂妄自

大，我们则会努力让他脚踏实地（De La Ronde & Swann，1998）。因

为亲密伴侣会持续不断地改变和塑造彼此的行为举止，当我们将伴侣

引导成为我们所希望的人时，起初不准确的认知会变得越来越正确。

小结

这么多影响因素都在起作用，使得我们对伴侣的认知既可能变成

毫无根据的凭空幻想，又有可能成为丝毫不差的正确评判。随着亲密

关系的发展，我们当然能更好地认识和了解自己的伴侣，但人们对伴

侣认知的动机和关注程度瞬息万变，而有些人可能比一般人更容易让

人了解。有些人的知觉判断还比普通人更敏锐。此外，即使你非常了

解自己的伴侣，有些场合故作糊涂反而更有益，能够使你避免不必要

的怀疑和苦恼。伴侣之间还会彼此影响，故而知觉随着时间的流逝既

可能变得更准确，也可能更不准确。总的来说，我们通常不如自己所

认为的那样能很好地了解自己的伴侣。



我们得出的重要结论就是：人们对伴侣的认知显然有着深远的影

响。不管是对是错，我们对爱人和好友做出的评判，既可能促进也可

能损害我们对亲密关系的满足。有些人总能看到亲密关系光明的一

面，将伴侣往好处想，采用改善关系的归因，期待得到善意和慷慨的

回应——这就是他们所得到的。然而另一些人却怀疑自己的伴侣，预

期着最糟糕的情况——因而使得亲密关系更可能失败。

请你思考

马修期望能遇见盖丽，因为认识盖丽的人都说她友好、外向又阳

光，是个好女孩。但在他们相遇的那天，不巧盖丽因为治病而出现了

过敏反应，过敏药物使得皮肤瘙痒，也令人疲乏，这让盖丽感觉很不

舒服，总之盖丽这天心情糟透了。因而，当马修向她问好并做自我介

绍时，情况进展得并不顺利。短暂接触后马修就走开了，认为盖丽实

际上非常冷漠、孤僻。

盖丽康复后，又恢复到正常的精神状态。在再次遇见马修时热情

地向他打招呼，却奇怪地发现马修好像不太热情、非常谨慎。你认为

马修和盖丽的未来会怎样，为什么？

[1] 1毫秒等于千分之一秒，所以，1秒的时间内如果过去了39毫秒，就还剩下1秒的96.1%的时间。

[2] 并非刻意欺骗，而是自然反应。

[3] 当然自我观念可以改变，改变的难易取决于持有者对其认识的确定性（Chang-Schneider &

Swann，2010）。好的一面是，如果你怀疑自己是个傻瓜但并不很确定，来自敬慕你的爱人的正面反馈可以

非常快速改变你的自我形象，并会让你相信伴侣所说的（Stinson et al.，2010）。坏的一面是，如果你

十分确定自己一无是处，则和非常了解你并确证你负面自我概念的那些人（即那些同意你是一无是处的

人）在一起更舒心。

[4] 男人仅为了交通的便捷绝不会花费44万美元购买保时捷卡雷拉轿车，这种轿车只有两个座位，车

身狭小，耗油量大。

[5] 必须注意此处和后面章节对自我监控能力高低的区分，具体是指自我监控能力最高的人（即得分

最高的那25%）和自我监控能力最低的人（即得分最低的那25%）。这样做的目的是尽可能简单明了地研究



人格特质可能存在的个体差异。但你应该知道，有半数人的得分是在平均分附近上下波动的，他们的表现

介于这里给出的例子中间。

[6] 你还能认识“痴迷”和“疏远”这些术语吗？如果不记得，你翻到第1章16~17页复习。



第5章 沟通

设想你和爱侣单独坐在舒适的房间里，讨论上次你们发生分歧的

话题。你们的谈话非常有结构性，因为在你和伴侣说话之前，都会记

录自己下一句话的快速评价。通过按压标有“非常消极、有点消极、

中性、有点积极及非常积极”的五个按键，你能评价你说的话可能产

生的影响。在你说完之后，你的伴侣会用同样的方法快速评定他/她对

你发出的信息的知觉，然后再回答你。就这样你们轮流地一方说出自

己的观点，然后反过来聆听伴侣的谈话，整个谈话过程得以持续进

行。这种研究程序就是谈话桌（talk table）技术，研究者可以记录

你内心的想法和公开的行为。这一技术引人注目之处是，如果你对自

己的亲密关系不满意，谈话中你或许不会故意惹恼或鄙视你的伴侣，

但无论如何你都很有可能引起这样的结果。在谈话的内容上，痛苦不

满的夫妻与幸福美满的夫妻大体上没有什么不同，但夫妻相互不满时

表达出的信息——即他们的伴侣认为自己听到的内容——却更加有批

评指责和不尊重对方的意味（Gottman et al.，1976）。这一点有着

深远的影响，因为在谈话桌边一个下午的谈话能预测伴侣双方在一起

的幸福程度；不管起初伴侣双方彼此多么满意，沟通时产生沮丧结果

的伴侣在结婚五年后都不怎么幸福（Markman，1981）。



图5.1　人际沟通的简单模型

在传递者想表达的信息和接受者认为自己获知的内容之间通常存在差别，即人际隔

阂。

资料来源： Gottman et al.，1976.

沟通在亲密关系中极其重要，也比我们通常所认识到的要复杂得

多。先来考察一下图5.1所示的简单沟通模型。沟通的起点是传递者的

意图，即传递者希望表达的信息。问题在于传递者的意图是秘密的，

只有传递者本人才知道。这些信息要传达给接受者，就必须编码成公

开的、可观察到的言语或者非言语信息。信息传递者的心情、社交技

能和周围环境的噪音干扰等许多因素都会影响这一过程。然后，接受

者必须对传递者的行动进行解码，这里同样可能会发生干扰

（Albright et al.，2004）。最终对接受者产生的影响，同样是私密

性质的，只有接受者本人清楚。

问题的关键是，从信息传递者的意图到信息对接受者产生的影

响，这中间会涉及多个环节，其中就有可能产生错误或误解



（Puccinelli，2010）。我们常常认定自己发出的信息会产生我们所

期望的作用，但我们却很少真正能确知它的效果。我们常常认识不到

（Keysar & Henly，2002），传递者的意图和对接受者产生的影响并

不相同，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人际隔阂（interpersonal gap）。事实

上，人际隔阂更可能出现在亲密关系之中，而非陌生人之间

（Savitsky et al.，2011）。我们不会想到伴侣也会误解自己，故而

不像与陌生人相处那样努力检查彼此是否达成共识。

人际隔阂令人沮丧，不仅与亲密关系中的不满有关，而且会妨碍

有奖赏价值的亲密关系的建立。假设有位害羞的大学男生找到了机

会，向某位女同学表白自己的爱慕之意。课后闲聊时，他进行了一次

胆怯而天真的试探——“这个周末你有什么安排？”——心里认为自

己的示爱意图显而易见，希望得到对方热情的回应。很不幸，他可能

认为自己的求爱目的对于心上人是再明显不过了，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Cameron & Vorauer，2008）。如果她没有注意到他对约会的暗示，

做出了无动于衷、含糊其辞的反应，他或许认为自己清楚的表白和邀

请（女生实际上并未接受到）遭到了对方明确的拒绝。心灵就会受到

伤害，从此和该女生保持距离，而她或许永远不知道究竟发生过什

么。

这种事情在实际生活中的确会发生（Vorauer et al.，2003）。

不过希望这类情形不会出现在你的身上，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学习本章

的知识，帮助你消除人际隔阂。我们先来考察人际沟通中人们的非言

语行为，然后探究人们的言语沟通。伴随着言语沟通进行的还有很多

非言语动作，它们也承载着许多信息，无论你是否有意做出这些动

作。

非言语沟通



设想你要参加一项研究，要戴着一顶受人敬重或令人讨厌的帽子

在街上走来走去，购物、进餐或应聘。但你事先并不知道自己戴的是

哪种帽子。那么通过观察他人对你的态度反应，你能推断出自己戴的

是哪种帽子吗？或许可以（Hebl et al.，2002）。如果你戴着令人讨

厌的帽子，女服务员或许不会像往日那般热情而愉快地招待你。商场

上擦身而过的人会瞥你一眼，目光中满是鄙夷唾弃之色。即使没有人

提及你的帽子，他们的行为足以明确无误地表明他们不喜欢见到你。

实际上，因为你对别人的反应方式充满好奇和警觉，他们的情绪表现

就再明白不过了。

在这种情境下，你可能注意到非言语行为所传达的大量信息，除

了口头表达的话语和句法外，它几乎囊括了人们在人际交往中的所有

行为。的确，非言语行为在我们的日常交往中起着重要作用，表5.1列

出了非言语行为的五种功能，我们特别关注其中三种功能。

首先，非言语行为具有提供信息（providing information）的作

用，提示着人们的情绪状态和所说话语的真实意图。比如你在和人调

侃时，你的面部表情和说话的音调、节奏是对方判断你是否具有敌意

的唯一线索。这一功能非常重要，所以在网络线上交流时我们会用到

模仿人们面部表情的情感符号（emoticon），从而表达自己真实的意

图。

非言语行为在调控交往（regulating interaction）方面也起着

重要作用。非言语行为表露出的兴趣，常常一开始就决定了人们的沟

通能否进行下去，之后人们还能根据微妙的非言语线索你来我往地进

行谈话，从而整个沟通过程得以流畅而优雅地持续下去。

表5.1　非言语行为在人际关系中所起的功能



资料来源：Patterson，2011.

最后，非言语行为还能表达亲密、传递权力和地位的信号，从而

能限定关系（define the relationship）的性质。关系亲密的人彼此

之间与一般熟人之间的非言语行为并不一样，居于支配地位、社会地

位高的人与下属的行为也不一样。即使双方一言未发，旁观的人也能

分辨出谁喜欢谁，谁是老板。

这些功能是怎样实现的呢？答案涉及非言语沟通的各种不同成

分，我们接下来一一考察。

非言语沟通的组成

非言语沟通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它传递信息的

渠道非常多，我们来看看以下六个方面。

面部表情



面部表情表明了人们的情绪和情感状态，不管你到了哪里都能辨

认出他人表情的含义（Matsumoto et al.，2009）。比如你在国外，

不懂当地的语言，却能够看出别人是否高兴：如果高兴，他们脸颊上

的肌肉会把嘴角往上牵动，眼皮也会皱起来。显然这种动作就是微

笑，而快乐和其他几种情绪（哀伤、恐惧、愤怒、厌恶和惊奇）一样

会引起独特的面部表情，每种面部表情所传达的情绪在全世界都是一

样的。其他情绪（如尴尬）所涉及的面部系列动作和表情也是明白无

误的（Keltner & Shiota，2003）。事实上，面部表情的这种普遍性

表明它们是人类生而具有的天赋。人们在高兴时不用去学习微笑——

他们生下来就会微笑。天生就失明的人也和我们有一样的面部表情

（Matsumoto & Willingham，2009）。

面部表情蕴含的信息通常较为可信。你在自己Facebook个人主页

上的照片是否有灿烂的笑容，还是显得像个牢骚满腹的愤青？大学生

在第一学年展示的笑容越灿烂，四年之后毕业时他们对自己的社会生

活和学业生涯就越满意（Seder & Oishi，2010）。大学生在大学年鉴

里的笑容越阳光，他们毕业之后越不可能离婚（Hertenstein et

al.，2009）。更令人惊叹的是，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选手1952年在团

队照片里显示的笑容越饱满和真实，他们的寿命就越长（Abel &

Kruger，2010）！快乐的表情显然与人生的成功有关，某方面来说，

可以根据你遇到的每一个人来预测你的未来。辨别我们自己所处文化

群体里个体的面部表情，比辨别世界其他文化里个体的表情好不了多

少（Elfenbein & Ambady，2003）。不过，根据他人的面孔表情准确

识别其情绪几乎是自动化的过程：美国大学生能在四分之三秒或者更

短的时间内辨认出高兴、哀伤、厌恶和惊奇等表情（Tracy &

Robins，2008）。



这里呈现的是四种基本的表情：哀伤、高兴、恐惧和惊奇。你以前从未见过这个女

子，但你能识别每张图片描述的情绪吗？我打赌你肯定能。c Paul Ekman

所以面部表情含义的普遍性使其包含非常丰富的信息——当然是

在它们真实表现的情况下。遗憾的是，面部表情在非言语沟通中如此

惹人注目，人们有时会刻意控制以掩饰自己真实的情感。有时，这样

做是因为要遵守表现规则（display rules），即在特定情境下为适合

文化规范而展示面部表情（Zaalberg et al.，2004）。我们至少可以

采用四种方法来调节情绪的表达，以遵循这些表现规则。首先，我们

可以增强表情，刻意夸大它们，好像我们体验到比实际感受更强烈的

情感。如果打开礼物时你并不是很喜悦，但如果馈赠者在场，你会表

现得非常高兴。其次，有时我们还会减弱表情，试图使情感显得没有

实际上的那般强烈。因为我们的文化要求“男儿有泪不轻弹”，男人

应该显得很坚毅，不太容易被悲剧电影打动。第三，我们会中和自己

的表情，把所有感情掩盖起来。扑克牌高手就是这样喜怒不形于色，

谁也猜不透他手里的牌。最后，我们可以伪装自己真实的情感，代之

以完全不同的外显情绪。当另一名选手赢得了选美比赛冠军，走在最

前面的亚军仍显得十分兴奋，那么几乎可以肯定她在掩饰自己真实的

情感。

不过，即使人们试图控制自己的表情，仍然会泄露真实的情绪。

首先，伪装的表情往往和真实的表情有着细微的差别。比如要假装开



心微笑，很容易往上拉动嘴角，但真假微笑在时间进程和细微动作上

仍有微妙的差别；因而在细心的观察者眼里，真实微笑和伪装微笑的

区别洞若观火（Ambadar et al.，2009）。其次，尽管我们努力控

制，但真实情绪的自然闪现，即微表情（microexpressions）在短暂

的失控后显露无遗。即使你想有意识地努力控制自己的表情，如果你

突然看到一张断肢照片也会惊慌失措地流露出害怕的表情（Porter &

ten Brinke，2008）！

注视行为

显然，面部表情能提供伴侣情感方面有价值的信息。不过个体观

看行为的指向和时长即注视（gazing）也很重要（Wirth　et al，

2010）。比如，仅仅看着别人就表达出自己对其有兴趣，而表情友好

的人如果能吸引我们的视线并继续看着我们，则比看我们一眼后马上

转移视线显得更讨人喜欢和有吸引力（Mason et al.，2005）。如果

在单身酒吧发现有人盯着你瞧，而你不想和他/她交谈，那么就应该看

向别处，而不是与之对视。

根据注视行为还能确定沟通双方的关系属于哪一种类型。恋人比

朋友会更多地相互注视，而朋友比一般熟人也会更多地相互注视

（Kleinke，1986）。而且，如果陌生人在交往时更多地注视彼此的眼

睛，比在一起时眼睛张望别处更加喜欢彼此（Kellerman et al.，

1989）。沟通双方更多的注视行为，不仅能表露单纯的兴趣，而且能

传递关爱之情。

注视还能传递社会地位的信息。在日常交往中，人们在交谈中倾

听的时候更多地看对方（平均有60%的时间注视讲话者），讲话时更少

地看对方（约40%的时间看向倾听者）。然而，有权力、地位高的人的

表现却不一样——与一般人相比，他们讲话时看对方更多，而倾听时

看对方更少（Koch et al.，2010）。研究者通过比较“注视-讲话”



（讲话者注视对方的时间）和“注视-倾听” （倾听者注视对方的时

间）即视觉支配性比率（visual dominance ration，VDR）来总结这

一模式。位高权重者的注视模式刚好把普通人的40/60比率掉了过来，

成为60/40的VDR（Ellyson et al.，1992）。居于支配地位的人在交

往中会坚持，“我跟你说话时要看着我！”，但通常不会反过来也给

予对方同样多的视觉注意。

身体动作

目前我们只谈到了颈部以上的非言语沟通，不过身体的其他部位

也有沟通作用。我们进行言语沟通时常伴有身体动作，并得到其支

持，从而使我们更容易传递信息——试试不用双手比划，描述一下你

所捕之鱼的大小（Holler et al.，2009）——不过身体动作有时能完

全代替口语，只要身体姿势的含义大家都能理解。（且不论其含义是

好是坏，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把中指竖起来。这个手势指向的人

肯定知道它的意思。）姿势的含义与面部表情不同，在不同的文化之

间可能差别很大（Pease & Pease，2006）。例如用食指接触拇指，而

其他手指伸直的手势在美国表示“行”或“好”。然而在法国则表示

“零”，在日本表示“钱”，在中东则是猥亵的侮辱（就像美国人竖

起中指一样）。面部表情的含义无需解释，但手势语却并非如此。

身体的姿势或动作传达的信息虽不太明确，却仍很有用（Hugill

et al.，2010）。例如观看短暂的（10秒）无声教学录像，观察者就

能预测大学生对教授教学的评价结果（Ambady & Rosenthal，

1993）。更引人注目的是，根据身体的姿势和动作还能（比几率水

平）更好地判断陌生人的性取向（见专栏5.1）。陌生人只要观察30秒

就能相当准确地判断出我们的人格特质（Yeagley et al.，2007）。

身体语言能有效传递信息的原因之一是它比面部表情更难以控制；它

更具“泄露性”，也就是说即使我们企图加以掩饰，它仍可能暴露我

们真实的感受（Babad et al.，1989）。美国海关的检查员就是利用



旅客不安或焦虑的身体信号，而不是面部表情，来检查其箱包是否携

带走私物品（Kraut & Poe，1980）。

身体姿势还能显示人的地位高低。地位高的人常表现出开放的、

不对称的姿势，身体的左右两侧摆出不同的姿势（Carney et al.，

2010）。他们占据的空间更大。相形之下，地位低的人常表现出封

闭、对称的姿势，相对狭小。如果强势的老板和下属面对面地坐在一

起谈话，只要观察一下你一般就能分出他们的身份（Bente et al.，

2010）。



身体接触

与他人的身体接触也有着丰富的含义。在很多文化中，人们首次

相遇会彼此握手。众所周知，对方与你握手的力量、气势、时间和部

位都传递着重要的信息。握手行为和一些人格特质有关；握手时满

握、有力和持续时间长的人与软弱无力的握手者相比，往往更加外向

和开放，神经质较低。握手有力的女性往往更随和（Chaplin et

al.，2000）。

所以，从人们相遇那刻起身体接触就可能传递着信息。之后，不

同的身体接触传递着截然不同的含义。喜爱（会使你轻触对方的手

臂）和同情（会使你会轻拍对方）等支持式的积极情感引起的身体接

触，和表达厌恶（推开对方）或者愤怒（击打对方）的身体接触迥然

不同。身体接触显露的情绪往往非常明确，触碰动作的接受方和旁观

的观察者都能分辨出当前的情感状态（Hertenstein et al.，

2009）。

当两人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时，彼此身体的接触也往往会增多

（Emmers & Dindia，1995），这是好事。充满爱意的身体接触实际上

有益于我们的健康：经常与伴侣接吻能降低你的胆固醇（Floyd et

al.，2009），一周进行3次30分钟的头部和颈部按摩可以降低你的血

压和应激荷尔蒙的分泌（Holt-Lunstad et al.，2008）。身体接触显

然能传递亲密和关爱，同时具有保健功效。

人际距离

使得身体接触如此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人们必须离得很近才能发

生身体接触。这表明交往双方一般要位于人际距离（隔开两人身体的

实际空间）的范围之内，也即私人交往中保持的空间。人际距离的亲

密区（intimate zone）从我们的前胸向外延伸至46厘米处（Hall，



1966）。（见图5.2。）如果两人面对面如此接近地站立着，他们之间

的关系只有两种可能，非常亲密或十分仇视。人际交往更多是在较远

的距离进行的，人际区（personal zone）距离我们身体46厘米到1.2

米之间。在人际区，朋友之间可能在较近的距离内交往，而一般的熟

人则离得较远，所以根据人们交往时的距离可以确定他们之间关系如

何。再远一些就是约1.2米到3.7米的事务区（social zone），在这一

人际距离里的交往更倾向于事务化。如果你面向面试官或者教授隔桌

而坐，你就处在事务区，这样的距离是合适的。但如果相隔1.5米与好

友私下交谈就显得很怪异。超过3.7米就是公共区（public zone）

了，这种距离的交往往往非常正式，主要适用于结构式的交往，如课

堂上师生的互动。

这里给出的人际距离数据是北美人际交往的模式，上述人际距离

通常比世界其他地区要大一些（Pease & Pease，2006）。法国、拉丁

美洲和阿拉伯地区偏好较小的距离。个体的性别和地位也会影响到人

际距离的大小（Holland et al.，2004）。男性往往比女性保持的人

际距离稍大，人们与社会地位高于自己的人保持的距离，通常比与权

力和声望较低的人所保持的距离更远。无论人的偏好怎样，人际距离

都是测定人际交往亲密程度的巧妙手段，甚至能用来间接衡量人际关

系的质量：不幸福的配偶比满意的配偶保持的人际距离更大（Crane

et al.，1987）。

副语言



图5.2　人际距离区域图

不同类型的社会交往对应着四种不同的空间区域。

非言语沟通最后的组成部分不像其他部分那样寂静无声。副语言

（paralanguage）指除了言语过程中的词语之外，个体发出的各种声

音特征，如节奏、音调、音量和速度，比如说话时气喘、嗓子沙哑或

者尖溜、哧哧笑、整句话带鼻音、某个字音拉得很长、结结巴巴说话



不连贯等等。此外，诸如喊、叫、哭、笑、叹气、咳嗽、沉默等也可

以视为副语言现象。故而，副语言与人们说话的内容无涉，而与说话

的方式有关。副语言的典型例子是我们发出的声音（根本不需要使用

词语）特征，足以告诉他人我们心中的感受。如果你想仅以短暂的声

音向人表示你受到惊吓、愤怒或悲伤，你能做到吗？宽慰、愉悦或敬

畏又该如何表示？研究参与者的确能不使用任何词语就能有效地向倾

听者表达诸如此类的情绪（Simon-Thomas et al.，2009）。



结合面部表情和副语言，细心的观察者往往能洞悉我们的感受与意图。

根据副语言还可以确定人际关系的性质，因为情人之间和朋友之

间彼此谈话的节奏并不一样。情人之间延迟应答的时间更长，谈话间

经常有沉默，总体上说得更少（Guerrero，1997）。即使面对陌生

人，人们面对俊美的人和容貌平庸的人说话方式也不一样；男女两性

在给俊美而非平庸的异性留下声音短信时都会使用更低频的声音，而

且这样做他们感觉更愉悦（Hughes et al.，2010）。副语言是否有助

于判断恋爱关系的开始？

某些嗓音往往很诱人，有着魅力嗓音的人往往也有着吸引人的面

孔和身材（Saxton et al.，2009）。与一般人相比，他们与人发生性

关系时的年龄更小，次数也更多（Hughes et al.，2004）。更令人咂

舌的是，如果你倾听女性在月经周期不同时间录制的磁带，内容只是

从1数到10，你会发现女性在排卵前几天的声音听起来更吸引人

（Pipitone & Gallup，2008）。这可能是因为女性荷尔蒙的变化对其

咽喉声带造成的影响，如果服用避孕药就没有这种效应，这就是非言

语渠道巧妙传递重要人际信息的极佳示例。

各部分的结合

我们已经介绍了非言语沟通的各个部分，它们看起来好像是各自

独立、分离的信息源。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的确是这样：每个部

分对人际交往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影响（Rashotte，2002）。不过，它

们通常会彼此强化，共同作用以传递个体连贯一致的情感和意图。如

果你面对面地和人交流，非言语的所有部分都在起作用，把所有这些

信息结合起来你就能知道人们行为的真正意图。比如我们讽刺别人

时，往往会指桑骂槐：真实的意图并不会表现在我们的话语中，而是

表现在动作和副语言上。大部分时间，非言语行为和话语传递着相同

的信息，这种情况下我们对人的喜好会增加。但如果人们的话语和动



作之间存在不一致，言语背后的真实意图往往表现在非言语沟通当

中，而不是言语沟通中（Vrij，2006）。

如果交谈的双方采取了类似的姿势和风格、表现出类似的表情、

使用类似的副语言，就出现了无意识的行为模仿（mimicry），这可能

涉及非言语的所有部分。如果人们的交往轻松愉快，往往会自动地使

他们的非言语行为保持同步，根本无需思考；如果一方用手抓了下自



己的鼻子，另一方也很可能会这么做。一旦出现这种情形，交谈往往

非常流畅顺利，更重要的是交谈双方更倾向于喜欢彼此，即使他们并

没有注意到相互之间的模仿（Chartrand & van Baaren，2009）。的

确，如果他人具有和我们相似的非言语行为似乎有奖赏意义。一个实

验演示了这一效应，研究者通过机械设备记录了参与者握手的物理特

征；然后参与者要和其他“人”握手，当然有时会用机械手代替人的

手。有些参与者是与模拟自己握手姿势的机械手握手，而不是与陌生

人真实握手。结果发现人们喜欢自己的握手甚于其他人的握手

（Bailenson& Yee，2007）。另一项研究中，参与者要观看IVE[1]场

景中虚拟人物的说服性的辩论，其非言语动作要么采用录下来的某个

真人的动作，要么单纯模仿参与者4秒钟之后的动作。参与者并没有意

识到模仿，但如果虚拟人物重复参与者的动作，则比表现另一人的真

实动作得到参与者更积极的评价，参与者也更易被它的辩论所说服

（Bailenson & Yee，2005）。（这是高科技的广告宣传的未来吗？）

如果发生了非言语的模仿，显然我们会感到高兴而舒心，而与一点也

不模仿我们的人互动则会非常紧张（Kouzakova et al.，2010）。

非言语行为的这些不同方面也能让我们对交往的亲密程度进行精

细调整，从而确定令人舒适自在的亲近水平（Patterson，2011）。设

想你与一位熟人同坐在一张双人沙发上，这时你们的谈话发生了重大

转折，此人开始谈到亲密的私人问题。如果这种发展令你不自在（或

许你不想听到这么多），你可以通过非言语的“退避”来调整交往亲

密程度。你可以转向一边、往后靠使两人之间保持更大的人际间距。

你可以转移注视的目光。你也可以借助不太活跃的副语言和不太愉悦

的面部表情来表明你的不舒适，所有这些都用不着说一句话

（Andersen et al.，2006）。非言语沟通在交往中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也是社会生活中既实用又巧妙的技能。



非言语的敏感性

根据以上种种，你可能会预期配偶们在娴熟运用非言语沟通方面

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你的看法是对的。伴侣们运用非言语沟通的敏

感性和准确度能预测他们亲密关系的幸福程度。非言语沟通不良的夫

妻往往对婚姻不太满意。而且如果出现这类问题，一般都是丈夫的过

错（Noller，2006）。

什么？研究者是如何得出这样的结论的？如果非言语交流失败

了，可能是编码或解码出错（Puccinelli，2010）：信息的传递者可

能发出了让人难以解读的混淆信息（即编码不良），或者接受者没能

正确解释人人易懂的信息（即解码不良）。女性往往在这两方面都有

优势，因为如果不存在欺骗，女性一般比男性更像个娴熟的编码高

手、精明的解码高手（Brody & Hall，2010）。（两性在觉察欺骗的

能力上却没有差异，在第10章会详述。）因而，“女人的直觉”这一

传统的刻板印象实际上是有事实根据的；女性比男性会更细心地运用

微妙却真实的非言语线索来辨明实际情况。难道女性拥有更好的非言

语沟通的技能，抑或她们只是更加努力罢了？问得好，我们稍后回答

这个问题。

研究者请夫妻一方发出特定的非言语信息，由另一方来解码，从

而评价夫妻双方编码和解码的质量。这些信息都是有着多种含义的陈

述，具体意思取决于非言语的编码方式。比如短句“我冷，你呢？”

可以是充满温情的邀请（“过来拥抱我，你这个小可爱”），也可以

是蔑视的抱怨（“把暖气打开，你这个小气鬼！”）。在非言语敏感

性的研究中，分派配偶一方表达某种意思，并录下他/她传递信息的非

言语动作。然后让中立的陌生人观看录像，如果他们弄不明白配偶一

方表达的内容，那么该配偶的编码就认定为有缺陷。另一方面，如果



他们能解读信息，而配偶另一方不能，则该配偶的解码能力不言而

喻。

诺勒（Noller，1980）首先对这类问题进行了精巧的研究，发现

与婚姻幸福的丈夫相比，不幸福的丈夫传递了更多混淆的信息，也发

生了更多的解码错误。在妻子们中间却没有这种差别，所以诺勒在痛

苦的婚姻中观察到的沟通不良现象似乎都是丈夫的过错。处在婚姻困

境中的丈夫，竟然会误解妻子传递出的连陌生人都能清晰解读的信

息。更糟糕的是，他们对自己的错误竟然一无所知，还认为自己在和

妻子的沟通中做得很到位，自信地以为夫妻之间彼此是相互理解的

（Noller & Venardos，1986）。男性在沟通方面做得很差却不自知，

这似乎就是他们难辞其咎的原因。

另一方面， 公平地说，婚姻中非言语方面的沟通不良

（miscommunication）并不全部是丈夫的过错。诺勒（Noller，

1981）在另一项研究中比较了配偶在解读伴侣和解读陌生人信息方面

的情况。结果发现，在不幸福的婚姻中，夫妻双方都能更好地理解陌

生人，却不能很好地理解彼此。显然苦闷的夫妻尽管有能力和其他人

进行非言语交流，但彼此之间却存在沟通不良。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既然你已经对人际关系科学有所了解，你可

能已经认识到非言语的沟通不良和亲密关系不满意之间的相关存在多

种可能的解释。一方面，伴侣的非言语沟通技能可能决定他们关系的

满意程度；技能差会导致关系差，而技能好则会提升愉快的伴侣关

系。另一方面，伴侣的关系满意度可能决定他们在沟通中努力的程

度；关系差会引起沟通不良，而关系好则会促进良性沟通。

实际上，上面两种主张都是正确的。配偶非言语信息的不敏感使

伴侣一方的奖赏价值更低，否则他/她的奖赏价值会变得更高

（Koerner & Fitzpatrick，2002）。而不管何种原因，只要伴侣变得



不满意，他们就倾向于不理会彼此，这使得他们的沟通更显笨拙

（Noller，2006）。就是这样，非言语的敏感性不足和关系的不满意

形成了恶性循环，每一方都加剧了另一方。

无论如何，人们的沟通问题都可能因缺乏技能或沟通中表现太差

引起，这种区分很重要。有些人只是不太有非言语沟通的才能，他们

的缺陷令人恼火（还有些令人恐惧）。比如殴打妻子的男人较温和的

男人更难理解妻子的感受（ Marshall & Holtzworth-Munroe ，

2010）。虐待孩子的母亲难以识别婴儿痛苦的信号，甚至婴儿受惊或

不悦时也懵懂不知（Kropp & Haynes，1987）。于是，技能缺陷可能

造成了人们的盲点，使他们不太可能认识到自己的行为给他人带来的

伤害有多深。

那么，为什么女性在非言语沟通上的表现比男性更好？技能和动

机似乎都有其作用：平均而言，女性拥有更好的非言语才能，也更致

力于沟通任务（Ciarrochi et al.，2005）。如果激励男性更密切地

注意和正确地判断别人，他们的成绩会改善，但还是不如女性做得好

（Hall & Mast，2008），看来女性天生就比男性能更快速、更准确地

判断他人的情感（Hampson et al.，2006）。考虑到非言语沟通不良

的不利影响，男性的不良表现就是烦人之事。这里有个小点子：请看

别人的眼睛。女性比男性花更多时间看别人的眼睛，这似乎是她们能

更准确地解读他人表情的一个原因（Hall et al.，2010）。正如这个

点子所示，培训和练习能促进个体的技能（Blanch-Hartigan et

al.，2011）。令人欣慰的是，如果男女两性都仔细看、耐心听、用心

思索，他们在非言语沟通上都能做得更好，并且我们通常能更娴熟地

解读亲密伴侣的非言语线索，而不是熟人或陌生人的非言语线索

（Zhang & Parmley，2011）。令人不安的是，如果伴侣一方对非言语

行为漫不经心，就可能比那些更专注的配偶产生更多误解，幸福感和

满意度都更低（Noller，2006）。



言语沟通

如果非言语沟通这么重要，我们说出的话语又如何呢？当然，它

们可能更加重要（Greene & Burleson，2003）。言语交流是亲密关系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一开始就与亲密关系发展密不可分（Derlega et

al.，2008）。

自我表露

设想你要参加一个心理实验，你会遇见一位陌生人，你的任务是

逐渐地向此人透露越来越多的关于自己的个人信息。比如描述你与母

亲之间的关系，曾经的尴尬时刻或者深深的遗憾。陌生人也这样做。

45分钟后，你们彼此有了许多个人细节的了解。会发生什么结果？相

比于同样的时间内你们只进行浅谈，你会更喜欢这个陌生人吗？在大

多数情况下，答案当然是肯定的。这样的实验常常会让参与者产生直

接的亲密感。即使他们只是听从研究者的指示，彼此敞开心扉，也比

信息透露更少的两个人更喜欢对方（Slatcher，2010）。

向他人透露个人信息的过程就是自我表露（self-disclosure），

它是亲密程度的指标之一：如果两个人彼此之间不共同拥有一些相对

秘密的私人信息，他们的关系就称不上亲密（Laurenceau et al.，

2004）。

自我表露的发展过程

当然，在实际生活中，有意义的自我表露所需要的时间远不止45

分钟。大多数人际关系是以肤浅的信息交流（即“浅谈”）为起点

的，然后再逐渐地转到更有意义的披露。人际关系的这种运行方式就

是社会渗透理论（social penetration theory）研究的主题。社会渗



透理论认为人际关系通过人际沟通的系统性变化而得以发展（Altman

& Taylor，1973）。初次相识的人或许只会随意地讨论一些不带个人

色彩的话题：“你是哪儿的人？”“你的专业是什么？”不过如果这

类肤浅的问题有奖赏价值，人们可能通过拓展沟通的范围来进一步接

近，沟通范围的拓展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　沟通的广度：所讨论话题的多样性，

2.　沟通的深度：所讨论话题对于双方的个人意义。

根据这一理论，如果用图形来表示结交某个人的全部过程，人际

关系刚建立时，自我表露可能是个又窄（讨论的只是少数几个不同的

话题）又浅（透露的只是不带个人色彩的信息）的楔形（见图5.3）。

然而随着人际关系的发展，这个楔形变得更宽（讨论更多的话题）更

深（透露更多有着私人意义的话题）。

图5.3　奥尔特曼和泰勒的社会渗透楔形变化图



如果个体的信息存在多个层级，那么随着人际关系的发展，自我表露在广度和深度

上都会增加。

人际关系的发展大体上就是这样（Derlega et al.，2008）。此

外，与熟人早期交往的自我表露通常会表现出明显的相互作用

（reciprocity）。新伙伴们倾向于匹配彼此的开放程度，如果对方表

露多自己也表露多，如果对方的自我表露减少自己也表露更少。人们

透露自己信息的程度，则往往取决于不同的对象，在不同的人际关系

间也有很大的变化（Dindia，2002）。这往往也是个渐进的过程，新

伙伴们通常分阶段地转到更深层次的话题，而不是一步到位。一次说

太多、太快是危险的；因为这样会突破别人的期望，常常会给人留下

糟糕的印象（Buck & Plant，2011）。最好的策略通常是保持耐心，

让可以感觉到的相互作用逐渐地增加你们交往的亲密感。

然而人际亲密过程模型（interpersonal process model of

intimacy）认为只有满足某些条件，两人之间真正的亲密感才有可能

建立（Reis & Shaver，1998）。当我们对他人敞开心扉，我们希望自

己的表露能引起他人明显的兴趣、同情和尊重。也就是说，我们希望

他人表现出应答性（responsiveness），以证明他们理解和关心我

们。如果他们应答适当，就能建立互信，表露会加深，亲密感也会增

加；反之如果他们看来漠不关心或心不在焉，我们就会向后退缩，表

露就会减少。故而，两个人要变得亲近，必须满足三个条件。首先，

他们必须进行有意义的自我表露。开诚布公一般有益于人际关系

（Brunell et al.，2010）。其次，他们必须对彼此的个人信息有兴

趣和同理心，在异性恋的关系中如果男性能做到这一点尤其有价值

（Mitchell et al.，2008）。最后一点很重要，双方必须都认识到另

一方具有应答性。判断出自己的伴侣理解和关爱自己（即所谓的感知

到的伴侣应答性），这是亲密关系发展过程的关键要素（Laurenceau

et al.，2005）。如果我们认为伴侣不关爱、不理解、不尊重自己，

就不会把自己的秘密告诉他们。



秘密和禁忌话题

即使人际关系变得非常亲密，人们也可能保留一些只属于自己的

秘密。社会渗透几乎达不到所有方面，也不应该这样，因为即便是情

侣也希望保留一些自己的隐私，也有必要这样做（Petronio &

Durham，2008）。长期来看，没有任何关系能够维持全部的开放和坦

诚（Derlega et al.，2008），即使尝试这样做都是错误的：亲密的



自 我 表 露 和 选 择 性 地 保 留 一 些 秘 密 都 能 促 成 婚 姻 的 美 满

（Finkenauer，Kubacka et al.，2009）。即使是在非常亲密的人际

关系中，保留一些隐私还是可取的。（由此我想起《大都会》杂志的

封面文章，它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有婚外恋，“你会告诉你的

伴侣吗？”经过大量讨论后，得出的答案是“可能不会”。）

当然，要保守秘密并不总是那么轻松，特别是在亲密关系中。要

成功地保守秘密往往需要努力（Uysal et al.，2010），也有一定的

风险：如果人们得知自己的伴侣隐瞒了某些事情，关系会受损

（Finkenauer, Kerkhof et al.，2009）。为什么还要不厌其烦地保

守秘密？有几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人们有意地对他人保留信息，“人

们一般是渴望保护自己，保护他们的亲密关系，或者保护其他人”（

Afifiet al.，2007，p.79）。真的非常明显：如果人们认为保守秘密

弊多利少，他们常常过不了多久就会把秘密透露给其他人了

（Caughlin et al.，2005）。另一方面，如果人们担心自己或者其他

人会受到伤害，觉得没有必要透露事实真相，他们就会努力地永远隐

瞒（Afifi et al.，2005）。

伴侣双方还有一些完全不想讨论的重要话题（Afifi，2010）。无

论是明说还是暗示，伴侣们都会有意避开禁忌话题（taboo

topics），在伴侣看来，敏感的问题会危及亲密关系的质量。令人奇

怪的是，最常见的禁忌话题是亲密关系本身的状态；在一项调查中，

68%的应答者承认，最好不要提及他们爱情关系的现状及未来

（Baxter& Wilmot，1985）。其他常见禁忌包括与其他伴侣的关系状

况，31%的受访者避开了此问题，25%的人避开了过去的亲密关系。受

访者通常还会避谈过去的性经历（Anderson et al.，2010）。人们经

常对自己恋爱关系的未来非常感兴趣，也迫切想知道伴侣的期望和意

图，但他们不会明问。相反，他们会对恋人的承诺和投入程度进行秘

密测试（Baxter & Wilmot，1984）。他们会仔细观察恋人对有吸引力



的异性反应怎样（即“三角测试”）；他们煞费苦心地制造困难让恋

人来克服，以验证恋人对感情的忠贞（即“耐力测试”）；他们还会

找到暂时分开的理由来考察恋人欢迎自己回来时的热忱（即“分离测

试”）。这一切好像是自寻烦恼，他们只要直接询问伴侣就能得到这

些问题的答案——他们的确常常请教伴侣的朋友——但是在很多伴侣

之间，这些内容过于微妙不好公开谈论。的确，这样做往往给伴侣们

带来切实的紧张（Loving et al.，2009）。总的说来，亲密关系中禁

忌话题越多，伴侣间的满意度就越低，除非他们认为避开敏感话题能

改善和保护他们的亲密关系（Dillow et al.，2009）。因为怯懦或能

力不足而逃避讨论，会降低伴侣的满意度，但有礼貌地一起努力维持

伴侣关系很少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自我表露和亲密关系的满足

归根结底，与沟通情境相符合的自我表露能在亲密关系中孕育喜

爱和满意。比如恋人彼此的自我表露越多，他们就感到越幸福

（Sprecher & Hendrick，2004）。的确，幸福的爱人就连谈话方式也

与不太亲密的伴侣不同。他们可能有着双方都能明了的独特暗语和比

喻用语，这样他们之间的沟通别人是听不懂的。他们会用到口头禅、



特定的词汇或惯用语（idioms），只有他们自己才明白其中的含义，

他们使用的惯用语越多，就越幸福美满（Dunleavy & Booth-

Butterfield，2009）。这样的人际交往与众不同，在研究中倾听伴侣

谈话的陌生人都能分辨出谈话人是好友还是只是熟人（Planalp &

Benson，1992）。与一般伙伴的谈话相比，亲密伴侣之间的谈话显著

特点是：清楚地了解对方，表现出更多的自我表露，令人更加放松。

自我表露与喜爱相关的原因很多（Collins & Miller，1994）。

首先，我们倾向于向自己喜欢的人透露更多的个人信息。如果别人吸

引了我们，我们往往会对他们更加开放。不过，我们也可能因为对他

人进行了自我表露，从而倾向于喜欢他们。如果其他条件相同，对他

人越开放，我们就越喜欢他们。最后，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点，别人

信任我们而对我们进行自我表露，具有奖赏意义。亲密表露多的人比

那些对自己的信息保留的人更招人喜爱（Sprecher et al.，2011）。

所以，得到和给予自我表露都让人感觉良好，并且这方面的言语沟通

是构筑亲密关系必不可少的基础。你可以试着这样做45分钟，可能就

会交到一个新朋友（Slatcher，2010）。



最终，自我表露不仅有益于我们的人际关系，而且有利于身心健

康。与那些只是肤浅地闲聊的人相比，能触及人性的深入交谈和彼此

敞开心扉的人更加健康（Sloan，2010），对生活也更为满意（Mehl

et al.，2010）。有一种自我表露你绝对应该积极地勤加练习：告诉

你爱的人你爱他。你诚实表达的钟爱、关心、温情和呵护对于想亲近

你的人都是巨大的奖赏（Floyd & Pauley，2011），心中光有爱还不

行，你还必须清楚明白地传达出来（Horan & Booth-Butterfield，

2010）。本段真正的要点是：充满深情的沟通不仅能让你的伴侣得到

肯定与愉悦；显然还对你有益。在实验室研究中，随机分配参与者写

情书，向伴侣表达他们的爱意，结果发现他们应对压力的神经内分泌

反应得到了改善（Floyd et al.，2007b），而且后续阶段胆固醇水

平、心率和血压都下降了（Floyd et al.，2007a）。请说出你对伴侣

的爱，这对你们双方都有益。[2]

言语沟通中的性别差异

将男性和女性描绘成来自不同的星球、说着不同语言的不同物

种，这类书大赚其钱。而我在本书始终反对这种简单的思维模式，因

为两性相像的程度远大于差异程度。不过，男性和女性在相互交往

时，他们的非言语沟通风格的性别差异会影响彼此的交往，在言语沟

通中两性也存在一些差异。男性和女性并非说着不同的语言，只不过

有时谈论的事情不一样罢了。

谈话主题

如果看一下两个朋友之间的谈话记录，你能否分辨出他们的性

别？很有可能。女性之间的谈话比男性更可能讨论她们亲密关系中的

情感问题，以及生活中的其他私人问题。在女性的谈话和即时通讯

中，经常出现的是情感和人物话题（Fox et al.，2007）。相形之



下，男性倾向于谈论更客观、不带个人色彩的内容，比如物品和活

动，聊些名人和政治人物而非朋友，找些乐子而非支持和忠告

（McHugh & Hambaugh，2010）。因此，与女性之间的谈话不同，男性

彼此倾向于不太亲密和不带私人色彩的话题（Reis，1998）。

不过，男性和女性彼此互动时，这些差异并不如你认为的那般明

显。当年轻人在网上用文字与陌生人聊天时，如果研究者不告诉他们

对方的性别，他们一般难以判断对方的性别。区分两性谈话的所谓标

准远没有出现，所以通常并没有判断谈话对象性别的方法（Williams

& Mendelsohn，2008）。男性和女性话语中的差异显然相当微小。[3]

谈话风格

女性说话有时不如男性那般强硬，她们更为间接，表面上不太确

定（Mulac，2006）。她们会使用模棱两可的话来缓和主张，询问而不

是直截了当地提要求，正如这个讽刺的例子一样：“女人是某种较男

人更具试探性的动物，不是吗？”（Palomares，2009，p.539）。然

而事实证明，只有在与男性谈论男性话题时她们才更具试探性。而

且，当男性与女性谈论女性话题时他们比女性更具试探性。当男女两

性在另一方的主场时言谈都不太强势，而男女彼此讨论中性话题时则

不存在谈话风格差异（Palomares，2009）。不过，女性较少爆粗口

（McHugh & Hambaugh，2010）。

陈腐的刻板印象认为女性比男性更健谈，但事实并非如此。对大

学生交往的便携式录音研究表明，女生平均一天要说16 215个单词，

而男生则说15 559个单词。这种差异微不足道（Mehl et al.，

2007）。更醒目的是，男性不如女性那样经常畅所欲言、抒发观点，

但一旦男性开谈，就滔滔不绝，容不得别人打断（Leaper & Ayres，

2007）。女性虽然说话较多，但很少做长篇独白式讲演。





所以男女两性的言谈并不存在巨大的整体差异，尽管某些刻板印

象不这么认为。不过，人们在语用上存在有意义的个体差异，我们使

用的词语蕴含的信息如此丰富，以至于陌生人无意中听到我们几分钟

的谈话就能留下精确的印象（Holleran et al.，2009）。人格特质也

表现在我们使用的词语中。比如，仔细分析了近700名博客使用者的文

章后发现，高神经质的人比乐观的人更多地使用“可怕”、“糟

糕”、“恐怖”和“烦人”这类词语。“喝酒”和“跳舞”表示性格

外向，而“拜访”、“一起”、“拥抱”和其他这类友好的词则与宜

人性有关（Yarkoni，2010）。[4]我们使用的词语的确向他人泄露了

我们的信息，值得注意的是，快速约会上的两个人如果使用语言的方

式一样，则彼此更可能相互吸引（Ireland et al.，2011）。

自我表露

至此我们还没有发现男女两性的言语沟通存在巨大的差异。但这

里有个差异很重要：在已确立的人际关系中，女性比男性表现出更多

的自我表露，并且与她们在“开启者”量表（见专栏5.3）上的高分相



一致，她们也能引导对方进行更多的自我表露（Dindia，2002）。的

确，男性对女性伙伴进行的亲密自我表露一般多于对同性伙伴（如最

要好的朋友）的表露——结果是有女人参与的人际交往通常比只有男

性参与的交往更加亲密、更有意义（Reis，1998）。男性对女性较为

开放，女性彼此之间也较为开放，但男性不怎么对其他男性进行自我

表露。

这一切造成的重要后果是，男性常常依赖于从女性那里得到温情

和亲密，反过来女性却较少依赖于男性（Wheeler et al.，1983）：

女性可能与男女两性伙伴都有着亲密的、开放的和支持性的联系，而

男性则可能只与女性共享最有意义的亲密情感。因而，男性一生中或

许需要与女人交往来避免孤独，但在这方面女性通常并不需要男性。

工具性对表达性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自我表露上的两性差异是性认同差异，这种

差异更多地与性别角色而不是生理性别有关。女性之所以能与信赖的

伴侣进行亲密的言语沟通，是因为她们往往有更高的表达性，[5]可以

轻松自在地谈论自己的情感。具有高表达性的男性自然也能这样，正

如双性化的男性就能像女性一样容易和两性都建立有意义、亲密的交

往（Aubé et al.，1995）。所以有必要精确阐述一下上述观点，实际

上只有传统的大男子主义的男性才会与最要好的朋友也只维持着表层

肤浅的沟通，故而需要与女性建立亲密关系以避免孤独。大男子主义

的男性也常把男性朋友拒之于千里之外（Shaffer et al.，1996），

如果没有保持浪漫爱情关系的女性情侣，就往往会感到痛苦和孤独

（Wheeler et al.，1983）。与此相反，双性化的男性（既自信果断

又热情外向）能很轻松地向男性和女性进行自我表露，从而体验到与

所有朋友交往的乐趣；结果他们不会感到孤独，与表达性低、传统型

的男人相比，他们会花费更多的时间与女性交往（Reis，1986）。



有鉴于此，认为男人和女人来自不同的星球，说着不同的语言是

很不妥的。当然会有很多男性比一般的女性更沉默寡言，但也有比大

多数女性更开放、更多进行自我表露的男性。个体交往的亲密程度一

般与他/她的表达性水平有关，而一旦你把这一因素考虑进来，沟通双

方是男性还是女性就不再显得那么重要了。而且，表达性对于男性和

女性都是一种能高低变化的特质，所以关注两性在沟通风格上表现出

的个体差异，远比把所有男性归成一类，视为与女性截然不同的群体

更有意义。

人们交谈时还在健谈和热情方面有所不同。有些人把思想和情感

组织成文字的速度很快——不管心里想的是什么都能脱口而出，因而

交谈得以活跃地、快速地进行——但另一些人用言语表达情感时则比

较缓慢、深思熟虑、犹豫不决。且不论谈话的内容，心理专家把这些

谈话风格的差异定义为交谈反应性（blirtatiousness）[6]上的个体

差异（Swann & Rentfrow，2001）。交谈反应性高的健谈女性和沉默

寡言的男性在刚相遇的时候相处不错（Swann et al.，2006）——男

方无需讲太多话语，因为女方一直在很快乐地说话——但如果他们想

安顿下来在一起生活，这样的配对就存在危险（Swann et al.，

2003）。出现冲突时，女方很可能会控制整个讨论的进行（她们一直

就是这么做的；详见第11章），这种模式违反了男人是一家之主的传

统社会期望。但这种模式并不会给开明的、双性化的男人造成什么麻

烦，但却打击了传统型的大男子，因为后者如果和果断、健谈的女人

配成双的话，从长期来看他们往往会变得很不满意（Angulo &

Swann，2007）。在讨论冲突时，丈夫比较沉默而妻子却很健谈，也会

给旁观者留下糟糕的印象（Sellers et al.，2007），所以性别角色

的刻板印象显然影响到我们关于异性交往的一些想当然的看法。

的确，男性比女性更看重工具性的沟通技能，比如给出明确指示

和命令的能力。女性比男性更看重表达性的沟通技能，比如表达关爱



和情感的能力。不过，男性和女性都认为在亲密关系中，表达性技能

比工具性技能更为重要（Burleson et al.，1996）。有时候，我们在

漫画中看到男性和女性说着不同的语言，但两性都认为，伴侣要充分

地表达出对自己的爱意、尊重和呵护，这一能力是亲密关系不可或缺

的（Flolyd，2006）。

沟通障碍及其应对

在前文我们已经知道，伴侣彼此自我表露得越多，他们往往会越

幸福美满（Sprecher & Hendrick，2004）。但我们说出心里话，努力

与伴侣沟通，并不总会带来积极的结果。我们常常认识不到，在那些

听我们唠叨的人的心里面产生了人际隔阂，这会导致他们的误解和困

惑。在痛苦和不满的亲密关系中，沟通不良及其后果是显而易见的问

题之一。不幸福伴侣之间的言语沟通一般只会延续他们的不满，使关

系变得更糟糕。

沟通不良

的确，通过仔细比较幸福伴侣和不幸福伴侣的沟通行为，我们能

获得有价值的深刻的见解：与他人交谈时应避免的沟通不良行为。华

盛顿大学的研究者们对此研究了30多年，观察到几种重要的沟通模

式。首先，不幸福的伴侣在表述意图上表现得很糟糕（Gottman，

1994b）。如果他们抱怨某事，很少能准确到位；相反，他们倾向于数

怨并诉（kitchen-sinking），即同时谈及几个问题（以至于谈到许多

问题反而忘记了刚刚抱怨过的事情）。这通常使他们最为关注的事情

掩埋在同时责难的许多沮丧事件之中。例如，如果因为伴侣迟还录像

店的影碟被罚款而感到恼怒，他们可能会说，“不只是因为你粗心，

都是你和你那帮狐朋狗友瞎玩，对家里的事情从来不上心”。因而，



他们的谈话经常偏离主题（off-beam），从一个问题转到另一问题，

以致谈话从来不能在一个问题上维持足够长的时间：“我说的你从来

不去做。你和你母亲一样顽固，你老是站在她那边。”在一长串关心

的问题上扯来扯去，结果一个都不能解决好。

其次，不幸福的伴侣在彼此倾听方面也表现得很糟糕。他们很少

有耐心仔细思索伴侣所说的话，反而仓促地得出结论（常常假设最糟

糕的情形），并根据自己揣测的伴侣意图突然改变做法。其表现之一

就是读心术（mindreading），即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无需询问就能理解

伴侣的思想、情感和观点。所有的亲密伴侣都会表现出某种程度的

“读心”，但苦恼的伴侣却以挑剔和恶意的方式来“读心”；中性或

积极的动机往往被他们解读为存心不良：“你这么说就是要惹我生

气，是因为昨天的事向我报复”。不幸福的伴侣比幸福的伴侣更多地

以消极方式打断（interrupt）对方的谈话。打断谈话并不都会引起人

的反感，为了表示赞同或者要求解释而打断伴侣，沟通实际上仍能愉

快而有效地进行。但如果打断谈话是为了表示反对意见或转换话题，

就可能会显得不够尊重和欣赏伴侣（Daigen & Holmes，2000）。

苦恼的伴侣总是能在对方所说的任何事情上都找出纰漏或不可行

性，这样他们的倾听能力很差。总是使用是的——不过（yes-

butting）句式，它不断地传达出对伴侣观点的批评：“是的，我们可

以试一试，不过这并不可行，因为……”不幸福的伴侣还会进行反向

抱怨（cross-complaining），避开对方关注的问题，只用自己的抱怨

来应对伴侣的抱怨，而不是对伴侣所说的话表示关注：

“我讨厌你把盘碟堆在洗涤池里不洗。”

“哼，我讨厌你把衣服随便扔在地板上。”



最后，不幸福的伴侣在交谈时常常表现出消极情感（Gottman &

Levenson，1992）。他们常常对伴侣的抱怨报以讽刺挖苦，贬低和鄙

视伴侣的人格。这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这类有

破坏性的交往通常以批评（criticism）开场，攻击伴侣的人格和品

德，而不是针对引起抱怨的具体行为。比如不去讨论某个特定的令人

懊恼的事件（“你把用过的湿毛巾丢在地板上让我很生气”），而是

全面指责对方的性格缺陷，这样的批评只能使伴侣交往的矛盾更加激

化（“你就是烂人一个！”）。不良沟通还包括经常以侮辱、嘲笑或

者充满敌意的幽默等形式表现的蔑视（contempt）。伴侣对这类攻击

通常的反应是防卫（defensiveness）；伴侣通常会寻找借口或者拒绝

反向抱怨，激烈地发起反攻，以保护自己免受不合理攻击的伤害，而

不会认为这种话糙理不糙的抱怨合情合理。接下来伴侣可能会出现拒

绝回答问题或者拒绝合作的石墙（stonewalling），面对乱糟糟的情

境退守到石头般冷漠的沉默中（Papp et al.，2009b）。人们或许会

认为不再争辩会改善当前的情形，但伴侣没有反应更令人生气

（Williams，2007）。石墙一般传达出的是“反对、冷冰冰的距离、

沾沾自喜”，而不是对伴侣抱怨的适度认可和关注（Gottman，

1994b ， p.94 ） 。 最 终 可 能 会 出 现 毁 灭 性 的 交 战 状 态

（belligerence），伴侣一方会咄咄逼人地完全拒绝另一方（“那又

怎样？你到底想干什么？”）

当沟通令人厌烦地倒退到这种争执状态，亲密关系的前景就堪忧

了（Gottman et al.，1998）。伴侣间暴躁、敌意的沟通可以预测之

后的不满和苦恼（Markman et al.，2010）。事实上，研究者只要观

看婚姻冲突录像的开头3分钟，就能以高达83%的正确率预测哪对夫妻

会在6年后离婚（Carrère & Gottman，1999）。婚姻注定失败的夫妻

比起那些能长相厮守的夫妻，明显地表现出更多的蔑视、防卫和交战

状态。而且在长相厮守的夫妻中，沟通良好的夫妻比起经常发生误解

的夫妻更加幸福美满（Markman et al.，2010）。



当然，挑战在于，要避免这些问题并不容易。如果我们感到愤

怒、憎恨或焦虑，或许会发现自己正在进行反向抱怨、数怨并诉或者

其他诸如此类的行为。如何避免这些沟通陷阱呢？这要根据情境而

定，我们或许需要表达更为清楚、不太有火药味的信息，更好地倾

听，保持冷静和礼貌，有时这三条都需要做好。

精确表述

那些批评伴侣人格和品德的抱怨会贬低伴侣，往往是小题大做，

把小问题看成严重、不容易解决的难题。（想想我们对伴侣的那些苛

刻的抱怨，无怪乎他们有时会采取防卫行为。）尽可能清楚明白、详

细具体地指出惹怒我们的特定行为，伴侣间的沟通就会变得更为明

智、准确。这种方法就是行为描述（behavior description），这样

不仅能告诉伴侣自己的想法，还能把谈话重点集中在可处理的、单独

的某个行为上，而行为比人格更容易改变。正确的行为描述专指某一

特定事件，不会涉及普遍性；因而，在沟通中指出问题时不应该使用

总是或从不这样的词语。“你总是打断我！从不让我把话说完！”，

这样的表达并非正确的行为描述。

我们还应该使用第一人称陈述（I-statements）来明确说明自己

的感受。第一人称陈述的句子以“我”打头，然后描述清楚明白的情

感反应。这种句式能驱使我们辨识自己的情感，这对伴侣双方都有好

处，也有助于我们“拥有”并承认自己的情感，而不是把关注全部放

在伴侣身上。因而我们应该说“我现在感到非常生气”，而不要说

“你真惹怒我了”。

把行为描述和第一人称陈述结合起来的简单方法是把它们整合成

XYZ陈述（XYZ statement），从而更清楚而准确地进行沟通。XYZ陈述

格式如下，“当你在Y情境下做X的时候” （标准的行为描述），“我



感到Z”（第一人称陈述）。下一次听听你自己对伴侣的抱怨，你是在

说：

“你怎么这么不为我着想！从来不让我把话说完！”

如果妈妈使用适当的行为描述方法，杰米就不会进行反向抱怨，那么这次交谈会进

行得很顺利。你能明白这对母子沟通不良的原因吗？



抑或，力求简明而准确地说出自己的意图：

“你刚刚打断我讲话的时候，我感到很生气。”

两者的效果差别很大。其中一个陈述有可能得到伴侣体贴的、表

达歉意的回应，但另一个则可能适得其反。



积极倾听

在沟通中当我们接受到他人的信息时，有两个重要的任务要完

成。第一是要准确地理解对方话语所表达的意思，第二是要向对方传

达关注和理解，让他知道我们对他的话是在意的。这两个任务都可以

通过复述（paraphrasing）接受到的信息而完成，即用自己的话重复

对方的意思，让信息的传递者有机会肯定那就是他真正想要表达的意

思。人们在谈话中用到复述时，并不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理解了对方的

话，并马上给予答复。相反，他们会复述对方的话并向对方重复地说

出，从而花些时间来检查自己的理解是否正确。这看起来会使沟通不

太流畅，但它确实是避免争吵和冲突的非常好的方法，不这样做就容

易引起误解和错误。无论谈话在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过激，复述都可以

使之免于失控。看看下面的对话错在哪里：

妻子：（叹气）我感到很高兴，婆婆决定下周不来我们家住了。

丈夫：（发怒）我妈怎么了？你总是拿她说事，你真是个忘恩负

义的贱人。

也许丈夫在冒火之前，做一点复述就能缓和关系。

妻子：（叹气）我感到很高兴，婆婆决定下周不来我们家住了。

丈夫：（发怒）你是说你不喜欢她来咱们家？

妻子：（吃惊）不，我一直欢迎婆婆来我们家。只是我的课程论

文就要交了，下周我没多少时间待在家里。

丈夫：（松了口气）哦！



另一个有价值的倾听技巧是知觉检验（perception checking），

它与读心术恰恰相反。在进行知觉检验时，人们要求伴侣阐述自己说

过的话，澄清某些说辞，从而能评价自己对伴侣的感受所做的推断是

否准确。这表达了自己的专注和兴趣，也鼓励了伴侣更加开放：“你

好像对我说的话感到很不安，对吗？”

人们在谈话中能够复述和检验自己的知觉，积极主动地努力理解

自己的伴侣，这种关心和体贴往往能得到伴侣极大的赏识。根据人际

亲密过程模型，这些人具有应答性，这非常有益于人际关系。这种积

极倾听有助于缓解任何人际关系都不可避免的困境。的确，比起那些

仅仅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理解伴侣话语的人，能经常运用这类沟通技巧

的伴侣一般有着更幸福的婚姻（Markman et al.，1994）。

守礼而镇定

不过，如果我们在谈话时经常大发脾气或者充满敌意，即使信息

的传递和接受都非常准确也可能没有多少裨益。如果我们遭遇他人的

蔑视和敌视，心态就很难保持平和和放松。嘲弄和鄙夷伴侣的人反过

来也会受到伴侣暴躁、愤怒的对待。的确，不美满的配偶与美满的配

偶相比，更经常地陷入负面情感相互作用的沟通困境中，彼此蔑视对

方，根本不把对方说的任何话当回事（Levenson et al.，1994）。幸

福的伴侣偶尔也有这样的行为——大多数的亲密关系中都可能会发生

尖酸刻薄的蔑视——但是他们比起不幸福的伴侣能更快地摆脱这些恶

性循环（Burman et al.，1993）。



当发生争执时，不幸福的伴侣之间的沟通存在下列困难：不能准确地表述自己的意

图，彼此难以有耐心仔细倾听，更难保持礼貌和镇定。

实际上，在争吵不断升级之初就进行化解是非常有益的，但却不

太容易做到。虽然XYZ陈述和积极的倾听技能都有助于伴侣避免愤怒而

敌对的沟通，但研究者发现，一旦人们开始变得愤怒，头脑里根本想

不到运用这些技巧（Gottman et al.，2000）。当你处在“痛恨伴

侣，想要报复，感到心被刺痛而想反击”的心理状态时，要想做出第

一人称陈述非常困难，甚至根本不可能（Wile，1995，p.2）。

因而，在被伴侣激怒的时候能保持清醒，在开始生气的时候能冷

静下来，都是非常可贵的技能。如果把愤怒诠释为只是思考问题的另

一种方式，你的沟通会更好。如果认为他人强词夺理、有失公允而造

成本可避免的悲痛和不幸，这种认知就会引起愤怒反应。换一种观点



来看问题，愤怒就能减轻甚至完全可以避免（Tice & Baumeister，

1993）。更有适应价值的想法是，“哈，挚爱我的人持反对意见。我

想知道这是为什么？”而不应该这样想“她/他没有权利这样子数落

我！”

当然，人在被激怒的时候很难保持平静，镇定地思考。所以只要

有可能就应该事先允诺与伴侣彼此以礼相待，这也是（试着）减少使

人愤怒的事件的好方法（Gottman，1994b）。你或许愿意和伴侣定期

地会谈，双方（礼貌地）表达各自的不满；如果你知道伴侣会设法解

决你提出的问题，你在这周的其他时间里就都能轻松愉快地和伴侣相

处（Markman et al.，1994）。在任何情况下，双方都不应该彼此来

回反复地侮辱和讥讽。如果你发现自己处在这样一种消极情感相互作

用的状况，可以暂停一下以打断这种恶性循环。要求休息片刻——

“亲爱的，我太生气了，想不清楚。给我10分钟让我冷静一下”——

等你不再那么激动的时候，再回来讨论刚才的问题（Markman et

al.，1994）。独自一人待着，每分钟最多做6个深长的呼吸，你就能

更快地平静下来（Tavris，1989）。

尊重和确认的力量

良好的沟通包括很多构成要素：有意识地努力传递清晰、直接的

信息，认真倾听，即使出现争执仍保持礼貌和克制等等。但最关键的

要素却是明确地表现我们对伴侣观点的关心和尊重。我们也期望能从

亲密伴侣那里得到这样的关心和尊重。如果认为伴侣不尊重自己，就

会滋生苦恼和憎恨。所以，对伴侣的确认（validation），即承认他

们观点的合理性，表达对他们立场的尊重，一直是亲密交往中值得拥

有的目标。



确认并不需要你一定与伴侣观点一致。即使与伴侣的观点相左，

你也能对其观点表示适当的尊重和认可。请思考以下三种抱怨的回应

方式：

巴尼：我讨厌你那样做。

反向抱怨　贝蒂：我讨厌你和汤姆喝醉酒。

赞同　贝蒂：好吧，你说的对，我不会那样做了。

认可　贝蒂：是的，我明白你的感受。你说的话有道理。但我希

望你也能理解我的感受。

只有最后一个回应既承认了巴尼观点的合理性，又表达了贝蒂自

己的情感，从而能开启坦诚而平等的对话。即使我们与伴侣持有不同

的意见，也不需要虚假或谦卑地屈从伴侣的意见。

的确，对伴侣的确认常使意见不合变得更能让人容忍。我们这里

提到的所有沟通技能可以构筑起反应灵敏、充满关心和关注氛围的沟

通环境，从而减少伴侣争执的强度和不利影响（Verhofstadt et

al.，2005）。通过练习这些技能，并保证即使出现困难彼此也要保持

礼貌和尊重，你甚至能让陷入绝境的亲密关系起死回生（Stanley et

al.，2000）。

请你思考

吉米很喜爱狩猎的季节。他喜欢在黎明前的寒冷中蹲坐在捕兽夹

旁边，全身冷得发抖，嘴里啜着咖啡，等候天亮看看会逮到什么野

兽。但他的妻子朱迪却常常害怕狩猎季节的到来。因为吉米一去就是

连续几个周末，每次回家时不是因为空手而归牢骚满腹，就是带回一



大堆兽肉要她处理，这可是个本不该有的辛苦活。往返的汽油费、狩

猎费和租金也是笔很大的开支，这样他们就没有钱去湖边享受她最喜

欢的周末了。

所以，在狩猎季节第一天的凌晨4:30，当朱迪递给吉米一暖瓶热

咖啡并送他到门口时，朱迪真的感到非常忧郁而孤独。她看着吉米，

强颜欢笑，但她的微笑很僵硬，表情也很低落，以伤感的语气说道，

“周末愉快，亲爱的。”吉米愉快地回答道，“好的，谢谢，甜心，

星期日晚上见！”然后就上路了。

你认为吉米和朱迪的未来怎样？为什么？

[1] IVE是什么？请翻到第2章56页的专栏2.2。

[2] 没必要告诉他们是我让你这么做的。

[3] 所以严肃地说，如果我们还不认识谈话对象，我们甚至无法分辨他们的性别，那么认为两性来自

不同的星座，说着不同的语言，是否有点荒诞不经？

[4] 如果你不能准确回忆这些特质，请翻到第1章28页。

[5]　表达性、工具性与双性化？见24~27页。

[6] blirtatiousness这个词来自测量谈话者反应能力的量表即Brief Loquaciousness and

Interpersonal Responsiveness Test（BLIRT），交谈反应性即指人们对交谈伙伴反应的速度、频次和

情感表露程度。——译者注



第6章 相互依赖

如果你现在维持着与伴侣的亲密关系，为什么你还会保持下去？

是因为某些原因让你觉得有义务继续吗？还是你仅仅在等待出现更好

的结果？当然，我们希望你当前的亲密关系有足够的奖赏价值，用不

着考虑上述问题。不过，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本章关注的重点，即从经

济学的观点来看待我们与别人的交往过程。

本章的主题是相互依赖。为了得到有价值的人际奖赏，我们会依

赖他人，他人亦会依赖我们。我们将考察为什么我们会离开一段亲密

关系而进入另一段，我们会思考亲密关系能持续存在的秘密。我们不

会讨论爱情，它将是另一章的主题，相反，我们会仔细考虑人际交往

收支平衡表中的盈亏。你或许没有想过要做一名核算人际交往的会计

师，但这样做可以深刻地洞察亲密关系的运作过程。

社会交换

相互依赖理论认为，人们就像购物那样在人际商厦里浏览。所有

人都在寻找最合意的商品。我们在寻求以最小代价获取能提供最大奖

赏价值的人际交往，我们只会与那些能提供足够利益的伴侣维持亲密

关系（Rusbult et al.，2001）。不过，由于每个人都这样做，所以

亲密关系中的伴侣双方都必须满足自己的利益，否则亲密关系不可能

持续下去。

根据这种观点，与他人相互交换理想的奖赏是社会生活所必需

的，这一过程就是社会交换（social change）。社会交换理论有各种

版本，不过由约翰·蒂博（John Thibaut）和哈罗德·凯利（Harold



Kelley ） 提 出 的 观 点 （ Thibaut & Kelley ， 1959；Kelley &

Thibaut，1978）——现在称为相互依赖理论——是人际关系学家使用

最多的理论，所以我们这里会特别地介绍。先来看看社会交换的核心

要素。

奖赏和代价

人际交往中的奖赏指的是，我们与他人接触时所获得的令人高兴

的经验和物品。人际奖赏的形式多样，既有和个人感情无关的好处，

如你迷路时陌生人为你指点方向，又有带个人色彩的亲密感，如从你

爱的人那里得到的接纳和支持。我们用“奖赏”这个词来泛指人际交

往中任何值得拥有和受人欢迎的事物，这能给接受者带来愉悦感和成

就感。

与之相反，代价是具有惩罚性的、令人不悦的经验。包括金钱支

出，如为约会的饭局买单；或身体受伤，如鼻青脸肿。不过亲密交往

中最重要的代价是心理负担：对亲密关系发展不确定性的担忧，对伴

侣的缺点感到的沮丧和因为身处亲密关系而不得不放弃某些事物而感

到的遗憾（Sedikides et al.，1994）。交往中所有令人沮丧或苦恼

的后果都是代价。

某一特定的人际交往所带来的奖赏和代价之和就是结果

（outcome），即交往中一方综合得到的净收益或净损失。把所有的奖

赏和所有的代价相减就得到：

结果=奖赏-代价

显然，如果某种人际交往的奖赏大于代价，就会得到正值的结

果。但别忘了，社会交换理论宣称人们总在追求可能的最好结果。你

的人际交往结果即便为正，并不表示这种交往就能好到足以使你继续



待在伴侣身边。的确，相互依赖理论的一个深刻的观点就认为，人际

交往的结果是正还是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评价结果的两个标

准。第一个标准是我们的期望，第二个标准是假如没有现在的伴侣，

我们认为自己会过得怎样。

人际关系的期望收益

相互依赖理论假定每个人都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比较水平

（comparison level，CL），即我们认为自己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应当

得到的结果值。CL建立在过去经验的基础之上。如果人们曾有过奖赏

价值很高的伴侣关系，就可能有较高的CL，表明他们现在还期望并觉

得自己理应得到非常好的交往结果。相反，如果过去经历过困难重重

的亲密关系，那么他们的期望和CL都会很低。

在人际交往结果从悲恸到狂喜这个连续变化的系列中，个体的比

较水平只代表了他/她的参照点。CL是测量我们对关系满意程度的标

准。如果交往结果超过了你的CL，你会感到幸福；从与他人的交往中

你得到了超过你所期望的最低结果。幸福的程度取决于你获得的结果

超过期望的程度，如果交往结果远远高于你的CL，你会感到非常满

足。相反，如果交往结果低于你的CL，即使这一结果仍然相当不错，

你的表现也比大多数人要好，你还是会不满意。这个观点非常重要：

即使你在与他人的交往中仍有所收益，如果这一收益没有大到足够满

足你的期望，你仍不会感到幸福。例如你是个富有而又被人热捧的名

人，你的CL就可能异常高，即使有一个能迷倒众人的极品伴侣，你仍

会相当不满意。

所以，亲密关系中的满意度并不仅仅取决于交往结果绝对意义上

的好坏；相反，满意度来自交往结果和比较水平之差，即：



结果- CL =满意度

人际关系的替代收益

不过，相互依赖理论的另一个重要假设是，满意度并不是唯一

的、甚至也不是决定亲密关系持续与否的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无论我

们是否乐意，我们都会用到第二个标准，即替代的比较水平

（comparison level for alternative，CLalt），来确定我们在其他

的亲密关系中是否会更好。CLalt是指如果我们抛弃目前的亲密关系，

而转投可以选择的更好的伴侣或情境，所能得到的交往结果。如果你

是个聪明的会计师，就能明白CLalt就是我们可以容忍目前伴侣的最差

结果。其原因在于：如果其他的亲密关系有希望得到比目前的关系更

好的收益，即使我们对现状还满意，也有可能离开现在的伴侣去追求

更大的收益。（记住，我们总在追求可能的最好结果。）另一方面，

即使我们对自己目前的亲密关系不很满意，在没有更好的替代选择出

现之前，我们也不可能脱离现在的关系。这个观点特别重要，可以解

释为什么人们仍会待在使他们痛苦悲惨的亲密关系之中而不离去：尽

管现实的处境非常痛苦，但置身其中的人们认为一旦离开情况会更

糟。如果他们认为别处有更好的境况，就会选择离开（Edwards et

al.，2011）。对亲密关系的满意程度并不是决定我们要保持或离开关

系的主要因素，这一观点是相互依赖理论的最有趣最深刻的发现之

一。

所以，CLalt决定了我们对亲密关系的依赖程度。不管我们满意与

否，如果我们认为现有的亲密关系是我们目前能得到的最好的关系，

我们就会依赖现在的伴侣，而不会轻言离开（Ellis et al.，

2002）。而且，我们当前亲密关系的结果和更糟的替代选择差距越

大，依赖程度就越深。如果当前的结果仅比替代选择好一点点，我们



就不会非常需要伴侣，如果替代选择不断改善，我们就会离开自己的

伴侣。

人们真的会离开幸福的亲密关系吗？如果CLalt真的比当前得到的

亲密关系的结果要好，他们很可能会离开。为了简单而直观地思考这

个问题，可以把CLalt视为亲密关系的全部结果，即个体认为把所有因

素考虑在内，更换伴侣所产生的净盈亏（Kelly，2002）。如果结束当

前的伴侣关系、投入新的替代关系的整个过程有希望获得更好的结

果，个体就会放弃原来的亲密关系。这只是经济学的常理。

当然，问题是要算清这些盈亏非常困难。要考虑的因素太多。一

方面，存在外部吸引力诱惑我们离开现在的伴侣。我们需要权衡替代

伴侣的合意性和得到的可能性，孤独——一个人过——也是可以考虑

的选择。如果其他伴侣或者仅仅独居都貌似有吸引力，那么CLalt就会

升高。然而，离开现有的亲密关系还会招致许多代价，这会极大地影

响另觅新欢所能得到的净收益。比如，社会心理学家已经表明，个体

对现有亲密关系的投入（investment），即亲密关系结束时个体会失

去的事物，也是决定个体是否持系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Rusbult et

al.，1994）。亲密关系结束时个体失去的投入既包括有形的物品，如

要与前配偶分割的家具和餐具等等，也包括无形的心理收益，如姻亲

和朋友的关爱和尊重（Goodfriend & Agnew，2008）。比如，不幸福

的妻子可能克制自己不去提起离婚诉讼，这不是因为她没有可选择的

其他好男人，而是因为她不想承担可能的代价，如烦恼的子女、愤恨

的前夫、失望的父母、不解的朋友。所有这些都会减少离开的整体意

愿，从而降低个体的CLalt。

另一个复杂之处是个体的CLalt是他/她主观认识的产物，从而存

在一系列因素影响着人们对它的认知。自尊就是影响因素之一。如果

人们不喜欢自己，他们会怀疑自己的吸引力（Swann & Bosson，



2010），从而会低估自己与其他替代伴侣相处的前景。习得性无助也

有影响力（Ciarrochi & Heaven，2008）。如果人们过久地陷在糟糕

的亲密关系之中，他们会丧失希望，忧郁地低估在别的关系中也不会

表现出色。信息的获取也会影响个体的CLalt。如果你是居家式的、不

用工作的家庭主妇/夫，与每天到大城市上班相比，得到的替代选择信

息就非常有限（Rusbult & Martz，1995）；因此，你的CLalt就会比

走出家门、见多识广时要低。

的确，只有在你意识到合意的替代伴侣时，你的CLalt才能提高。

如果你对目前的伴侣感到满意，你或许不会太多注意到那些对你亲密

伴侣具有强烈竞争力的对手。实际上，对现有亲密关系满意的人并不

怎么有兴趣四处寻觅其他情侣。结果他们认为自己的CLalt比更关注替

代伴侣的人低（Miller，2008）。这点可能很重要。留心自己的可选

之人并密切关注替代恋人的大学生，相比于不太注意的大学生，会更

频繁地更换自己的恋人（Miller，2008）。

这些结果表明，虽然相互依赖理论将满意度和依赖性视为亲密关

系中相对独立的影响因素，但它们实际上是相关的。正如一句俗语，

家花没有野花香。但如果你和目前的伴侣在一起很幸福，你就不太可

能注意到。还请记住这个睿智的观点：亲密关系的满意度对于伴侣的

去留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想想离婚通常的发展轨迹：已离婚的夫妻

在决定分手前，往往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痛苦中煎熬。是什么最终

促使他们采取行动？CLalt发生了变化：他们的CLalt最终超过了他们目

前关系的结果（Albrecht & Kunz，1980）。婚姻状况变得如此糟糕以

致他们关系的结果下降到可获得的替代选择之下，这些替代选择的结

果过去常常是不足的。或者，结束婚姻的代价明显降低了（这会提高

当事人的CLalt）：比如，因为夫妻在一起痛苦的时间太长，他们的孩

子、父母和牧师都可能改变了观点，开始支持他们离婚。又或者离开

亲密关系的奖赏明显增加了，因为他们储备了足够的金钱或者找到了



替代的伴侣。（这也能提高CLalt）归根结底，人们不幸福时并不会去

离婚；但如果在别处的前景最终看来更加光明，不管怎样他们都会离

婚。

所以，我们应该记住，计算CLalt是个复杂的评判过程，包括离开

亲密关系的代价——如投入的损失——和他人产生的诱惑，这样就得

到：

结果- CLalt =依赖度

总而言之，社会交换的三个重要因素是人们关系的结果、比较水

平（CL）和替代的比较水平（CLalt）。人们在交往中得到的净盈亏就

是他们关系的结果。如果他们的结果超过期望，或者CL，他们就感到

满意；然而如果现有的亲密关系结果不如他们的期望（即结果低于

CL），他们就不满意。此外，如果人们当前的结果好于从别处能得到

的结果（即他们的结果超过他们的CLalt），他们就依赖于现在的伴

侣，不太可能离开。然而，如果他们从现在的伴侣处得到的结果比他

们从别处能获得的结果更差（他们的结果降到CLalt以下），他们就会

倾向独立，很可能离开当前的伴侣。

人际关系的四种类型

我们来看看把这些算法结合在一起，怎样来界定人们所面临的各

种人际关系类型。人们所体验到的CL、CLalt和实际上的关系结果，这

三个因素都是能高低变化的连续变量。相互依赖理论认为，同时考虑

这三个因素的变化时，就会产生四种不同的关系类型。

思考一下，如果人们的关系结果超出他们的CL和CLalt，会发生什

么结果。他们与伴侣的交往结果超过了他们的期望，并且他们相信现

在的关系比其他替代的关系要更好。所以，他们会感到很幸福，（就



关系的当事人而言）他们的关系是稳定的。他们不会移情别恋。这种

令人愉悦的情形在图6.1中表现为两种不同的形式。一种情况下，个体

的CL高于CLalt，另一种情况刚好相反。在所有的这些例子中，个体感

受到的满意（或依赖）程度取决于CL（或CLalt）和个体当前的关系结

果的差别幅度。不过在A1和A2这两个图形中——这正是我要阐明的观

点——个体是处在幸福、稳定的亲密关系之中的。就图6.1所示的简单

区分而言，在这两个图形所示的情形下CL和CLalt孰高孰低无关紧要。

即使它们完全相同，也应分入这一大类；如果个体当前的关系结果超

过了CL和CLalt，他/她就会感到满足，不大可能会离开。

与上述情形不同的是，如果人们的关系结果低于CL但仍高于

CLalt（图形B），会发生什么结果。他们是不满意的。他们得到的关

系结果要低于自己所期望的和认为自己应当得到的，但他们当前的关

系仍要好于他们认为的替代关系。他们的亲密关系并不幸福却较稳

定，他们不会弃现有关系而去。希望你永远不会碰到这种情况。但是

如果你的工作非常糟糕、工资也低，你非常讨厌，但你不会辞职，因

为这是你目前能得到的最好的工作，那么你就会理解我这里所讨论的

情形。这就是这类人所处的困境。



图6.1　相互依赖理论的人际关系类型

这些分类乍看起来有点吓人，难以理解，但耐心地阅读文字说明就能明白它们的含

义。A1和A2是同一个关系大类里的两个亚型，D1和D2也一样。正如你所看到的，也

是我们要指出的，如果CL和CLalt都要好于或者差于个体当前关系的结果，这两者孰

高孰低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CL和CLalt各自与当前关系结果的相对位置。

相比之下，如果人们的CLalt比关系结果高，而CL比关系结果低，

他们的情形就非常有利（图形C）。他们对自己当前的伴侣感到满意，



但通盘考虑，他们认为在别处有更具吸引力的关系结果等待着自己。

他们当前的亲密关系幸福但不稳定，因为他们不太可能固守原来的亲

密关系。在职场中类似的情境是，如果你喜欢你现在的工作，但从另

一个雇主那能得到更好的工作，你就面临同样的情形。如果考虑所有

的因素——包括你要丢下的朋友，搬迁的代价和新职位的不确定性

——认为离开显然更有利，你就会离职，不是吗？



最后，人们的关系结果或许比CL和CLalt都要低。同样的情形出现

了，在这样的分析水平下，CL和CLalt孰高孰低无关紧要，如图形D1中

CLalt更高，图形D2中CL更高。只要他们当前的关系结果比这两种比较

水平都低，他们的亲密关系就既不幸福也不稳定，可能持续不了多

久。

当然在现实的亲密关系中，由于人们的CL、CLalt和关系结果都可

能在最差到最好之间变化，因而可能产生许多不同的组合。以上四种

关系类型只是对各种可能亲密关系的概况总结。CL、CLalt和关系结果

三者都会随着时间而变化。实际上，这些变量的变化是相互依赖理论

进一步对亲密关系进行更加有趣、微妙的探索方向。

与时俱变的比较水平

设想你找到了完美的亲密关系。你的伴侣充满爱心、迷人、聪

明、富有、慷慨、不知疲倦。同时还是特级厨师、娴熟的按摩师、汽

车机械师。他/她提供你的关系结果超出了你最激情的梦想。每晚你回

家的时候，伴侣为欢迎你例行地为你按摩、揉脚，还为你准备了精美

的食物。你满意吗？当然满意。但在连续几个月都享受到这种幸福之

后，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某晚你回到家时，因为爱人遇到交通堵塞而没有早回家，你没有

了温柔的按摩，没有了美味的食物。“嘿，”你可能会想“我的美食

呢？我的按摩呢？”你已经在期望这些美妙的待遇，这表明你的比较

水平提高了。但当你的CL升高而关系结果维持不变，满意度就会下降

（见194页专栏6.2）。一旦你习惯于完美的伴侣，就会发现你从他/她

的娇宠溺爱中得到的愉悦要比过去的少。



确实，相互依赖理论预测到这样的模式。因为比较水平是建立在

我们过去经验的基础上，所以它往往会随着我们得到的关系结果而不

断波动。当我们最初得到非常好的关系结果时，我们会非常愉悦，但

随着我们开始把这些好处视为理所当然，CL开始升高时，我们的愉悦

感会渐渐地减少。这样一来，即使没有任何改变（除了我们的期

望），具有奖赏意义的亲密关系也会逐渐变得越来越不满意。

在美好的亲密关系之中真的会出现上述情形吗？嗯，有可能。你

根本不应期望引领你步入婚姻殿堂的那种幸福会无限地延续下去。一

项出色的研究追踪了荷兰5 500多名年轻人18年，结果发现他们开始约

会、选择同居和步入婚姻都与幸福的显著增加有关。但这些人的快乐

在几年之后就会减少，14年之后就并不比他们遇到爱人之前更幸福

（Soons et al.，2009）。另一项在德国的研究更令人吃惊，研究者

追踪了3万多个人达18年之久；也发现步入婚姻让人更幸福，但只能维

持一段时间（Lucas，2007）。两年之后，婚姻的快乐大部分都会减

少，配偶们通常来看只与他们结婚之前一样幸福。非常明显，找到你

生命中的真爱并不能让你永远幸福。

更糟糕的是，自打你一出生，社会文化的影响已经使我们的期望

不断攀升。美国人享受着经济繁荣，有着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多的可

支配收入，他们现在期望的生活标准以过去的眼光来看都是骄奢淫逸

的。一些观察家认为，一种类似于天赋权利的感觉潜入了人们对亲密

关系的期望之中（Amato et al.，2007）。事实上，平均而言，美国

人现在的婚姻并不如30年前的那般幸福，原因之一或许就是人们有着

更高的CL（Glenn，1998）。

文化的变化也会增加我们的CLalt水平。女性更多地参与到劳动大

军中，一方面可以接触到有趣的同事，另一方面拥有一定的经济资

源，从而能让她们更容易离开不幸福的亲密关系（South et al.，



2001）。人们比以前更具流动性，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周游世界、变换

住所（Putnam，2000），所以他们的选择更加丰富多样。反对离婚的

法律、宗教和社会障碍正在逐渐消除（Berscheid & Lopes，1997）。

比如无过错离婚（no-fault divorce）[1]的立法使得夫妻们更容易离

婚，直接引起了成千上万的本不该发生的离婚（Rodgers et al.，

1999）。总而言之，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有更多的选择机会，有更多可

得到的替代伴侣，同时离婚的代价在不断下降。我们甚至进入了一个

“永远可得到”的时代，即使人们已经结婚了仍逗留在婚姻市场上，

不断地估量自己所遇之人成为未来伴侣的可能性（Cherlin，2009）！

如果把所有这些影响因素结合在一起，并回顾图6.1所示的情形，你就

不会为美国社会自1960年以来离婚率的急剧攀升而感到惊讶了；当CL

和CLalt都很高的时候，人们更加可能认为自己的亲密关系既不幸福也

不稳定。

亲密关系的经济论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相互依赖理论把浪漫的亲密关系功利化了。

这一理论在描述亲密关系的微妙变化时，甚至将幸福、稳定的亲密关

系比喻成收益颇丰的好工作。但是亲密关系的成败真能庸俗化地贬低

为仅仅是人际交往数据表上的盈亏吗？难道亲密关系的奖赏和代价，

或者你得到的“酬金”数量，就是亲密关系的一切吗？答案当然是否

定的。过于关注伴侣交往过程的奖赏和代价，会使我们忽视其他影响

伴侣关系成败的重要因素。比如，你在重要的亲密关系中能否最终取

得成功，有时或许取决于你适应外部不可控压力的能力（Randall &

Bodenmann，2009）。

另一方面来看，相互依赖理论强调人们彼此提供给对方的关系结

果，这种商业化的模式的确非常重要。计算亲密关系的奖赏和代价，



能为关系的现状和未来提供非同寻常的信息。从这类研究中得出的亲

密关系的正常形态有点令人感到惊奇。亲密关系的刻板印象是慷慨大

度、充满爱心的，这种看法非常正确，彼此相敬如宾的伴侣比起那些

彼此提供奖赏较少的伴侣更可能长相厮守（如Le et al.，2010）。例

如，一项研究在恋人开始约会之时就测量恋人的慷慨、关爱和自我表

露的程度，结果发现它们能准确地预测恋人在4个月之后是否还在一起

（Berg & McQuinn，1986）。

但关系的代价也包含丰富的信息，并且出乎意料的是，许多亲密

关系确实存在大量不愉快的事件。在任何一天，44%的人很可能被爱人

或者好友惹恼（Averill，1982）。根据正在恋爱的大学生的自我报

告，每周平均会发生8.7次恼人的吵闹，算起来每天都会有至少一件令

人沮丧的麻烦事发生（Perlman，1989）。许多年轻人抱怨，就在上一

周自己的爱人至少有一次表现得过于挑剔、固执、自私和不可靠

（Perlman，1989）。而根据婚姻生活中配偶的自我报告，每月一般会

发生一两件不愉快的争执（McGonagle et al.，1992）。长期保持的

亲密关系显然会发生很多生气和恼怒的事件，这点或许超过一些人的

想象。的确，已婚伴侣在一起生活的日子里，对待彼此的方式可能比

对待其他任何人更刻薄（Miller，1997b）。但这并不是说亲密关系的

惩罚性总体上多于奖赏性，（在很多情况下）不是这样的。但是，在

一些场合下（希望很少），如果关系亲密的人处在最糟糕的状态，对

待彼此可能比对待完全陌生的人更粗鲁、无礼、愠怒、自私和麻木。

实际上，有研究比较了在问题解决的任务中，人们与自己的配偶

及与完全陌生的人交往方式的差别（Vincent et al.，1975）。如果

与自己不太了解的人讨论问题，参与者显得彬彬有礼、意气相投；他

们会压抑批评、隐瞒异议并且掩盖自己的受挫感。相反，与伴侣在一

起时，人们就会表现得比较令人讨厌。他们打断爱人的讲话，贬低其



观点，公开唱反调。亲密和相互依赖看起来纵容了伴侣之间的无礼行

为，而非表现出谦恭有礼、体贴周到。

这有什么影响吗？当然有影响。随着时间推移，伴侣一方发脾气

或情绪化的行为会给婚姻带来危险（Caughlin et al.，2000）。直接

公开的敌意就更加有害（Renshaw et al.，2010）。当人们要求离婚

的时候，往往能举出一长串不断发生的、给他们带来巨大痛苦和愤怒

的事件（Amato & Rogers，1997）。这些沮丧事件，即使为数不多也

影响深远，因为亲密关系中的负面行为比相同数量的正面行为有着更

大的心理影响力。看来，“坏的比好的更有力量”（ Baumeister et

al.，2001）。

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上述观点。设想你在人行路上行走，一张20元

的钞票吹到了你面前。旁边没有其他人，显然你可以把钱留下。拾到

钱的感觉好吗？当然好了。现在再设想，你把20元放到了口袋里，再

拿的时候钱不见了，只摸到一个破洞。这令你失望。但哪一个事件对

你的情绪影响更强烈？得到意外之财还是丢失已有的钱？答案是：失

去通常比同等程度的得到对我们的影响更大；我们喜欢得到，但我们

更憎恨失去（Kahneman & Tversky，1982）。

类似地，亲密关系中的讨厌事件比理论上同等程度的合意事件更

引人注目、影响深远（Baumeister et al.，2001）。比如，某天晚上

你在家，爱人分别表扬和批评了你一次，它们的效果并不会彼此抵

消。表扬能够削弱批评带来的打击，但两者加在一起你还是会略微有

点苦恼。坏的比好的更有力量。

实际上，要保持满意的亲密关系，我们或许需要保持至少5:1的奖

赏-代价比率。这一数据来自约翰·戈特曼（John Gottman）和罗伯特

·利文森（Robert Levenson）的研究（Gottman & Levenson，

1992），他们观察了已婚夫妇对上一次争执的回忆。并对伴侣在讨论



中的行为仔细地进行了编码，对每一个表示热情、合作或和解的行为

加1分，对每一个表示愤怒、防卫、批评或蔑视的行为减1分。一些夫

妻彼此能以尊重和善意的方式向对方表示不同意见，他们谈话持续的

时间越长，他们的正得分就越高。戈特曼和利文森认为这些夫妻离婚

的风险很低，他们正面交流和负面交流的比率维持在5:1或者更高（见

图6.3）。然而，另一些夫妻争执中充满讥讽和轻视，在这种情况下，

谈得越长得分越低。当研究者比较这两组夫妻时，发现低风险组的夫

妻比其他夫妻对婚姻更满意。这个结果在情理之中。然而更令人难忘

的研究结果是，高风险组的夫妻有一半以上（56%）在四年后会离婚或

者分居，而低风险组的夫妻则只有不到四分之一（24%）的人分手了。

短短一个下午的讨论就包含了丰富的有意义信息，清楚地预测了婚姻

持续的可能性。不能维持大量正面交流的夫妻，其婚姻失败的危险要

增加一倍。



图6.3　低离婚风险和高离婚风险夫妻的争执

这两张图真实描绘了配偶双方回到他们上一次争执话题时的会话情形。在他们的讨

论中，一组配偶大部分时间都能保持礼貌和合作，而另一组则更为轻蔑、讽刺和尖

刻。4年之后哪一组的配偶更可能分居或离婚？[2]

（正-负=正面交流的次数减去负面交流的次数）

资料来源：Gottman & Levenson，1992.



所以，奖赏和代价对亲密关系的满足和稳定都有重要影响，要想

亲密关系兴旺繁荣，需要更多的奖赏而不是减少代价。表面上看，这

个结论非常显而易见；我们都期望幸福的亲密关系奖赏多于惩罚。例

如另一项研究发现，93%的已婚夫妻报告做爱的次数远高于争吵的次

数，而没有一对痛苦的夫妻是这样做的（Howard & Dawes，1976）。

但既然这个结论如此浅显平常，为什么还有如此多的不幸福的亲密关

系？一种可能性是，伴侣们彼此对提供给对方奖赏的含义及价值的理

解存在分歧（见专栏6.2）。伴侣彼此为对方所做的一些意图良好的事

情，而在对方的眼里好像并没什么特别体贴或充满深情之处。此外，

情侣们只不过注意不到他们的爱人表达爱心和温情的行为。一项研究

连续四周追踪测量了伴侣们的知觉，发现两性对其伴侣所说的正面行

为的注意还不到四分之一（Gable et al.，2003）。疏离性或恐惧型

依恋的丈夫和妻子尤其可能觉察不到伴侣为他们做的积极、关爱的事

情（Carmichael et al.，2003）。（这暗示着一种非常有趣的可能

性，这类人为什么在相互依赖的亲密中感到不舒适，原因之一是他们

没有完全意识到亲密感是多么令人愉悦！）

奖赏的作用不同于代价

奖赏和代价另一个更微妙的作用是，它们对亲密关系的影响是各

自独立，彼此相异的。盖布尔及其同事（Gable et al.，2008）的研

究发现，在处理亲密关系时我们会努力做两件事。首先，我们想获得

奖赏；其次我们要避免代价——更重要的是，它们并不相同。寻求奖

赏时，我们企图满足自己喜好体验的欲望即接近动机（approach

motivation）。也就是说，这种动机驱使下我们追求快乐，做事的动

机是要让自己感觉良好，当我们接近期望的目标时，我们感受到积极

情绪，如热情和兴奋。例如，性爱的接近动机就让人与伴侣相处感到

亲近，享受身体上的体验（Cooper et al.，2008）。我们渴望逃避代



价的是另一种不同的驱力，即回避动机（avoidance motivation）。

也就是说，我们同时还寻求避开惩罚或逃离痛苦，故而我们会努力逃

避不合意的体验，减少诸如焦虑和恐惧等负面情感。性爱的回避动机

就让人回避拒绝或者终止暴躁伴侣的挑逗。

关键是这两种动机并不是一块硬币的正反面；实现了接近目标所

带来的愉悦，并不是回避目标失败所带来的痛苦的对立面。相反，研

究者认为愉悦和痛苦各自独立地起作用，它们涉及不同的脑机制并且

引起不同的情感和行为（Cacioppo &Gardner，1999）。有争议性的结

果是，在任何亲密关系中愉悦和痛苦可以共存，也可同时缺失。而

且，因为愉悦和痛苦并无关联，安全可靠的亲密关系未必就令人满

意，令人满意的亲密关系或许并不安全可靠。

我们结合图6.4进一步考察这个观点。在图6.4中接近维度和回避

维度相交成直角。每一种亲密关系都能根据这两条直线确定它的位

置，并且根据接近和回避目标实现的程度可以确定亲密关系目前的状

况。例如垂直线是接近维度；充满正面事件的亲密关系令人兴奋而又

爽快——所以它们位于这条线的顶端——而那些正面结果极少的亲密

关系则令人感到空虚和死气沉沉（它们就处在底端）。更重要的是，

枯燥沉闷的亲密关系实际上并不痛苦，只是没什么乐趣罢了。水平线

是回避维度。不论是否具有奖赏，某些亲密关系总会充满冲突和危险

（这样它们就处在这条线的左边），而另一些则更平静安稳（位于右

边）；不过如果伴侣关系只是安全和没有负面结果，并不必然意味着

就有乐趣。正如赖斯和盖布尔（Reis & Gable，2003，p.142）所断言

的，“亲密关系中即使不存在冲突和批评，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关系快

乐而充实，正如快乐和充实的关系中未必没有冲突和批评。”



图6.4　亲密关系中的接近和回避过程

人们都会寻求奖赏并希望回避代价，但它们是两种不同的动机，结合在一起影响我

们在亲密关系中的情感。当回避目标实现时，人们回避了代价但未必快乐。当接近

目标实现时，人们感到充实而兴奋但未必感到安全可靠。只有这两个动机都同时实

现时，人们才有十足的幸福感。

资料来源：Reis & Gable，2003；Fincham & Beach, 2010.

那么，我们到底为什么要关注这两种动机？有很多原因。首先，

在真正美满的亲密关系中我们能同时满足这两种动机。美满的关系充

满快乐却很少有烦恼，这种伴侣关系可以称为丰盛的（Fincham &

Beach，2010）。（请仔细看看图6.4。）显而易见，在相反的情形

下，两种动机都没有得到满足，故而代价很大而奖赏很小，这种关系

就令人痛苦。但因为接近动机和回避动机各自独立，所以一种动机可

能得到满足，而另一种则未必，这就可能出现一些有趣的组合。假设

亲密关系非常有吸引力（充满激情而又令人兴奋），但同时又充满了



疑虑和纷争：伴侣关系非常富有戏剧性，但巨大的欢乐也充斥着危

险，在高危的复杂情境中潜藏着不确定性。伴侣可能很喜欢彼此，但

各自承担的代价太大，故而伴侣对亲密关系的感受波动极大，取决于

当时何种动机占据主导地位（Gable & Poore，2008）。

在两种动机的相互作用下，还有第四种可能性值得我们探讨。如

果我们实现了回避目标，我们的代价很小，烦恼也很少（因而对这种

亲密关系的确谈不上讨厌），但我们的接近动机没得到满足，所以对

伴侣关系也谈不上有多喜爱。这种伴侣关系消极因素很少，但却缺乏

新意和刺激；显得迟钝、陈腐和停滞，换言之就是沉闷。沉闷的亲密

关系特征是单调乏味、漠不关心及缺乏活力，亲密关系之中不再有新

鲜事物或者不再迷人、有趣，就会进入这种状态（Harasymchuk &

Fehr，2011）。没有思想的火花，没有兴奋点，没有生理唤醒，没有

任何乐趣（Harasymchuk & Fehr，2011）。当然，这是一种不好的关

系状态：如果当前夫妻彼此都感到沉闷，他们后来很可能对关系不满

意。在婚姻早期岁月项目[3]中，结婚数年之后认为自己婚姻变得单调

乏味的配偶们，较之不乏味的配偶在9年之后更不幸福（Tsapelas et

al.，2009）。当前的沉闷与后来的不满意有关联。那么，关系沉闷的

有害后果提醒我们该怎样做才能保证今后的婚姻幸福？片刻之后，我

们在回到这个话题。



关注亲密关系这两种动机的第二个理由是，人们的接近动机和回

避动机的强度长期来看存在差别（Gable，2006）。正如坏的一般比好

的更有力量，有些人对负面事件非常敏感，这些负面事件也许并不怎

么会扰乱其他人——这类敏感的人尤其易感受到与伴侣争执或冲突所

带来的威胁。的确，强烈的、回避代价的动机会使人们注意到伴侣所

做的所有烦心之事，而接近奖赏的动机却会使人们关注伴侣采取的所

有体贴和慷慨之举（Strachman & Gable，2006）。（你认为哪一个观



点让人们感到更为满足？）如果人们做出很小的牺牲来取悦伴侣（比

如和伴侣去看一场自己不怎么喜欢的电影），他们就有着接近动机，

愿意追求和伴侣更多的亲密感；他们对自己的行动感觉良好，其亲密

关系也就能获益。相形之下，具有回避动机的人会努力避开冲突；他

们很吝啬，不愿意做出些许牺牲，其亲密关系也就会受损（Impett et

al.，2005）。从这些现象你或许能推测出，有着较高接近动机的人一

般也很少会有孤独感，他们感到很满足（Gable，2006）。他们进入社

交情境时会热切地结识新朋友，而有着高回避动机的人只是想避开恼

人的、冒犯人的和让人不安的任何人。很明显，关注亲密关系中能获

得的奖赏，而不是伤人感情的代价更能带来长期的好处（Impett et

al.，2010b）。

最后，或许是最重要的一点，接近和回避动机彼此独立的运转过

程，意味着亲密关系的快乐和痛苦可能涉及不同的策略。我们当然希

望能避免令人痛苦的冲突和其他代价，但如果亲密关系要兴旺繁荣、

快乐充实，我们需要做的不仅仅是避开痛苦的冲突和其他代价。我们

还要还要克服沉闷的亲密关系：必须尽力满足他们的接近目标，为伴

侣提供快乐的、有趣的、兴奋的经验（Strong & Aron，2006）。

这一结论也是人类动机的自我延伸模型（self-expansion

model）的核心思想，该理论认为，能扩展我们的兴趣、技能和经验的

伴侣关系就能吸引我们（Aron & Aron，2000）。新奇的活动、新才能

的发展和新的思想观点的获得都具有内在的满足性（Nardone &

Lewandowski，2008），这就是为什么刚刚恋爱的人常常会快乐无比的

原因所在：新建立的亲密通常包含有知识的增加和能促进自我概念发

展的相互关系（Tucker & Aron，1993）。

但一旦新的伴侣逐渐变得熟悉起来，自我延伸往往会变慢，这时

许多人会开始觉得伴侣关系比起当初刚建立时显得更为枯燥和平庸。



根据自我延伸模型，保持快乐的关键是创造性地发现持续你个人成长

的方法，从而消除关系的沉闷。因而，在继续寻求新奇的活动和挑战

之外（Aron et al.，2000），请思考刻意创造搞笑和娱乐新方法的价

值（Aune & Wong，2002），在日常事务中（Graham，2008）一起开心

地大笑（Lee，2008）。单调平庸会让任何亲密关系变得了无生气，而

创意和新奇能消除关系的沉闷。

显然，许多亲密关系不幸福的另一个可能原因是，在夫妇建立亲

密关系之时他们的交往还是有奖赏意义的，但是后来情况发生了改

变。的确，尽管伴侣们有着良好的意愿，但许多亲密关系却随着时间

的流逝而逐渐变得不太让人满意。下面我们仔细看看奖赏和代价如何

随着亲密关系的发展而变化。

与时俱变的奖赏和代价

有这样一种情形：你和一位刚刚认识的伴侣约会，关系进展非常

顺利。你的满意度上升得很快，你们两人也迅速地变得非常亲近。不

久的未来还会有持续的幸福吗？可能没有。在最初的幸福阶段（其特

征为满意度快速地增加）之后，大多数亲密关系——即使那些注定会

成功和亲密的关系——会遭遇一个平静期，伴侣的愉悦程度在一段时

间内会止步不前（见图6.5）。这会令人担忧，但不应感到奇怪。根据

关系紊乱（relational turbulence）模型（Knobloch & Solomon，

2004），随着新伴侣开始习惯于他们日益增加的相互依赖，我们应该

预期到会有一段混乱和调整的时期。具体来讲，随着伴侣在一起的时

间越来越多，他们打断了彼此的生活常规。比如伴侣一方可能想当然

地认为他们会待在家里过周末，而不是接受邀请到外面去约会，这可

能干扰另一方的计划。伴侣还可能碰到来自朋友的阻力，因为新的亲

密关系占用了他们太多时间，很少探望老朋友。在刚开始投入亲密关

系时也会伴随有不确定性和怀疑；伴侣双方都想知道亲密关系将走向



何方，未来会怎样，他们越不确定，关系就可能越混乱（Knobloch &

Theiss，2010）。总之，根据紊乱模型，在亲密关系发展到中等程度

的亲密度时，随着伴侣学会协调自己的需要和适应彼此，可能会出现

调整和重新评价的动荡期。

图6.5　亲密关系开始阶段的满意度

在亲密关系最初阶段满意度快速增加以后，许多配偶会进入一段平静期，他们要调

整以适应他们之间日益增加的相互依赖。成功的亲密关系熬过这段重新评价的时期

后，就会变得更加令人满意，但增加的速度更平缓。

资料来源：Eidelson，1980.

图6.6描绘了紊乱模型的过程。亲密关系开始时亲密水平比较低，

相互依赖程度最小，来自伴侣一方的干扰微不足道，对伴侣关系的未

来也很少有怀疑。然而，随着伴侣彼此吸引得更亲近，他们需要调整



以适应对自主权的限制、不确定性、还可能有朋友们矛盾情感的增

长。这一阶段——亲密关系从随意的约会过渡到更严肃的投入——是

混乱无序的（Solomon et al.，2010）。如果亲密关系变得更加确定

并且亲密感进一步增加，则随着疑虑减少、朋友调整和伴侣在应对相

互依赖上变得更娴熟，关系就会安定下来。成功的亲密关系在熬过动

荡的过渡期后，伴侣作为配偶的新身份得到了认可。随着亲密关系继

续发展，满意度开始重新但却缓慢地增加（再看看图6.5）。

图6.6　关系紊乱模型



随着新伴侣共处时间的增多，开始想知道亲密关系的前景，彼此的生活习惯也会发

生摩擦，这样新建立的亲密关系的动荡和混乱也会增加。当伴侣决定更严肃地投入

时，这一动荡到达了顶峰，但随着伴侣们彼此调整适应了他们新的相互依赖方式，

动荡随即减少。

资料来源：Knobloch & Donovan-Kicken，2006.

所以，随着伴侣们调整以适应其日益增加的相互依赖，崭露头角

的亲密关系在一段时间里会突然趋向平缓，这种现象很普遍。从长期

来看，能否预测已确立的亲密关系的满意度变化趋势呢？当然可以，

但这种趋势有好有坏。我们先看坏的一面，如图6.7所示。图中展示的

是538对新婚夫妻对婚姻满意度的年度报告，大部分人都追踪了10年

（假如他们的婚姻能持续这么久）。如你所见，婚姻幸福的典型轨迹

表现为欢乐逐渐衰退，导致数年后婚姻变得更不满意（Kurdek，

1999）。更糟的是，最近有研究深入地探查了结婚4年（Lavner &

Bradbury，2010）和20年（Anderson et al.，2010）之后婚姻满意度

的不同轨迹，结果发现许多夫妻（约为六分之一）对婚姻的满意度急

剧下降。有些新婚夫妻发现他们的美梦很快就破灭了。

好的一面是，根据最近的研究结果，尽管存在图6.7中的总体走

势，但很多夫妻（约为五分之一）的婚姻满意度根本不会下降。大部

分婚姻并不会持续25年之久（Roberts，2007），但有些婚姻却能历久

弥坚，显然有些夫妻自结婚之后仍能一直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图6.7　婚姻满意度的平均走势

有些夫妻婚姻满意度的下降比图中更快，但也有些人满意度根本不会下降。此外，

平均来看，同居的同性恋伴侣比异性恋夫妻满意度下降更缓慢（Kurdek，

2008b）。

资料来源：Kurdek，1999.

哪些因素能区分婚姻幸福与欢乐减少的夫妻呢？存在若干区分因

素，用心阅读前面章节的读者不难发现这些因素。满意的夫妻往往具

有低神经症和高自尊的特征；即使讨论棘手的难题也带着关爱和幽

默，不会滋生愤怒；他们遭遇的应激源（如经济困难和健康问题）也

相对较少（Anderson et al.，2010；Lavner & Bradbury，2010）。

久而久之，他们交往的结果毫无疑问更为积极，相形之下，另一些夫

妻则更为烦躁、粗暴、不安全，麻烦不断，不堪重负，相互依赖理论

认为这就是前者婚姻更为满意的原因所在。



研究还发现幸福的配偶会控制其期望，故而他们的CL不会太高。

请记住如果你求全责备，期望过高，就很难得到满足。果不其然，一

般而言，婚姻开始时夫妻抱有极高的期望，梦想婚姻生活有多么特殊

和美妙，在结婚数年之后将变成最不幸福的夫妻。研究者追踪了82对

新婚夫妻4年（McNulty & Karney，2004），结果发现最幸福的夫妻是

那些一开始就对婚姻生活有着最现实看法的人。相形之下，那些持有

不现实的积极期望的夫妻一旦蜜月期结束，往往会非常失望。（事实

上，该追踪研究中仅在4年之后离婚的人就超过五分之一。）

的确，对亲密关系之未来保守而慎重的期望远比浪漫的理想主义

更明智和理性，理由如下。首先，我们都知道怎样才能显得谦恭有礼

和体贴入微，如果我们愿意就能做到（Vincent et al.，1975），但

这样做需要花心思。比如一旦求爱成功、拥有了伴侣，人们或许不再

会去努力一直保持风度翩翩。在盲约中从不大声放屁的人，可能会在

成为夫妻后就随意地在餐桌旁放响屁，并且会说“对不起，我控制不

了”，以此开脱自己的失礼。问题在于，如果他们愿意，就能控制好

自己——他们只是怕麻烦不想费力那样做（Miller，2001）。

其次，相互依赖会放大冲突和摩擦。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与亲密

伴侣共处，依赖对方以得到独特的、宝贵的奖赏，这就意味着他们肯

定会比其他任何人带给我们更多的挫折感——即使是出于无心的。比

如我们更多地受到亲密伴侣的情绪（Caughlin et al.，2000）或工作

压力（Lavee & Ben-Ari，2007）的影响，而来自其他人的类似困难则

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频繁的交往也意味着琐碎的烦恼由于不断重

复，可能会渐渐引起真正的痛苦，正如夜晚你努力入睡时，慢慢漏水

的水龙头发出的轻微滴答声会使你无比恼怒（Cunningham et al.，

2005）。



第三，亲密意味着伴侣了解你的秘密、缺点和劣势。如果发生冲

突，这些就是伴侣用来嘲笑和伤害我们的武器。但是，即使他们并非

有意要伤害我们，由于了解敏感信息他们实际上时常会意外地泄露一

些秘密（Petronio，2010），伤害我们的感情（Kowalski，2003），

或者让我们难堪（Miller，1996）。伴侣比其他人更可能不经意地伤

害我们。

第四，即使人们在结婚之前通常了解他们的大多数矛盾和存在的

问题，但婚后仍有意料不到的麻烦。这些麻烦通常有两种。第一种意

外是，了解了那些我们自以为已知事情的真相。在第3章提到的“致命

的吸引”就是个很好的例子。结婚之初你知道甚至乐见自己的爱人爱

好玩乐、天真率直，但在婚后数年当你要疲于应付抵押贷款、养育孩

子时，爱人同样的行为就显得不负责任、轻浮多变和不可信赖，你是

不会欣赏的。说到孩子，就要谈到第二种不受欢迎的意外，即获悉了

那些你根本不知道的令人讨厌的事情。为人父母这一事实就是个很好

的例子。如果你还没有孩子，你或许想当然地认为做父母很有趣，自

己的孩子一定会很可爱，养育孩子会让你和伴侣更加亲近。然而现实

（如果你有孩子你会知道的）却是，“孩子出生后，婚姻关系将明确

无误地走向黯淡”（ Stafford & Dainton，1994，p.270）。我们可

以有把握地说，为人父母是非同一般的、而且常常是奇迹般的探险历

程，它毫无疑问严峻地考验着年轻父母之间的伴侣关系。养育孩子是

件无休止的工作，大多数父母会发现，一起快乐相处的时间急剧而意

外地减少了（Claxton & Perry-Jenkins，2008）。当孩子出生，冲突

会增多，对婚姻的满意度（以及对伴侣的爱）会减少（Doss et al.，

2009）,这在全世界都普遍（Wendorf et al.，2011）。如果年轻的父

母没有预料到这些困难，将来肯定会大吃一惊。

最后，所有这些意味着亲密关系与我们想象中的快乐无忧、亲密

无间的田园似的婚姻生活相去甚远。我们的期望和所得之间的差距会



让我们感觉受骗和失望，当然有时并不一定会这样（Amato et al.，

2007）。在某种意义上，美满的亲密关系仍然需要努力奋斗和无私奉

献，人们如果对亲密关系抱持一种不切实际、美化夸大的期望，即使

做得比其他人都好，其亲密关系也只能以失望告终。

所以，由于（1）缺少努力（lack of effort）；（2）相互依赖

的放大镜作用（interdependency is a magnifying glass）；（3）

对敏感信息武器的了解（access to weaponry）；（4）不受欢迎的意

外（unwelcome surprises）和（5）不现实的期望（unrealistic

expectations），人们通常不能维持步入婚姻时的那种亲密关系结果

（Miller，1997b），在婚姻的头几年里大多数配偶的满意度的确在下

降。这些都是亲密关系正常的发展过程，如果你认为自己不会碰到这

些问题，那就太天真了。在婚姻道路上的烦恼和麻烦远比你想象到的

要多。

这样看起来婚姻的前景很黯淡，但未必注定如此。的确，我一点

也不希望这里的分析让人悲观失落！相反，我们认为对这些问题的深

刻理解，有助于人们避免不必要的失望，甚至有助于预防和避免亲密

关系结果的下降，否则真的会出现我们所担忧的情况。如果这里给出

的告诫能让你形成合理的期望，你对自己的亲密关系的期望就应该是

乐观的；建立在敏锐见识基础上的正面展望可能使长久的满意感更易

得到，而不是更易失去（Churchill & Davis，2010）。

重要的是，如果不考虑其他方面，这一观点提醒了我们始终不渝

的责任，要尽可能和蔼愉悦地对待自己所珍视的伴侣。我们期待美满

的关系结果，伴侣也一样，即使他们喜欢我们，如果我们不能给予他

们足够的奖赏，他们也会移情别恋。这一观点有着深远的影响意义，

可以引申出我们尚未提及的社会交换理论的一些微妙玄奥的见解。



亲密关系中的贪婪

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亲密关系中伴侣的探讨，好像把他们都看成

贪婪的享乐主义者，只关心自己有什么样的关系结果。这种看法虽然

不带褒扬色彩，但却很实用，因为奖赏和代价在亲密关系中有着非凡

的意义。研究证据很好地支持了相互依赖理论的基本观点（Le et

al.，2010）。尽管如此，在这点上我们对亲密关系的描述并不全面。

为什么人们通常也希望自己的伴侣成功，存在很多其他充分的理由。

相互依赖的实质

你已经了解到：根据相互依赖理论，人们都想以最小的代价获得

最大的奖赏，总是想得到最好的人际交易。每个人都是这样做的。当

他们得到一笔不错的交易时，又会怎样做呢？他们会依赖自己的伴

侣，不想离开他们。这一点值得注意，因为它意味着使自己的伴侣保

持快乐与他们自己的利益攸关，这样做伴侣才能继续提供这些令人期

待的奖赏。如果你想使珍视的亲密关系继续下去，确保伴侣对你的依

赖和你对伴侣的依赖程度一样，这对你是非常有利的。这样做一个最

直接的方法是，为伴侣提供高水平的关系结果，使他们渴望维系关系

（Murray et al.，2009）。

奉行这一策略会影响人们与心仪的伴侣交往所产生的价值。某种

行动如果付诸于陌生人，其代价是高昂的，但在亲密关系中却有很高

的奖赏意义，因为它给伴侣带来了快乐，使伴侣更易得到有价值的奖

赏（Kelly，1979）。如果为伴侣提供美满的结果能使称心的亲密关系

持续，即使需要做出努力和牺牲，最终对自己也是有利的。的确，如

果慷慨待人能增加自己的利益，贪婪的人也会变得乐善好施。正如某

读者给咨询专栏写信说，“拥有一位以悉心照顾我为乐的伴侣，这真



是只羡鸳鸯不羡仙。作为报答，我也会竭尽所能使他快乐”（

Mitchell & Sugar，2007，p.A6）。所以，相互依赖理论认为，在追

求美满的关系结果时，个体应经常对自己所依赖的人宽容大度，因为

这样做合乎情理（而且很有价值）。如果伴侣双方都想亲密关系持

续，双方都应该深思熟虑地保护和维持对方的幸福。如果人们需要彼

此，宽容大度地对待对方是非常有益的，能增加伴侣的利益，从而使

他/她留在自己身边。所以即使人性本贪，在相互依赖的亲密关系中也

可能存在充满温情的周到体贴和宽宏大量。

交换关系与共有关系

的确，当人们想亲近他人时，通常是非常慷慨，付出远比回报要

多（Beck &

Clark，2009）。我们似乎认识到，只有在追求短期利益方面不贪

婪，具有奖赏意义的相互依赖才更有可能得到发展。考虑到这一点，

玛格丽特·克拉克（Margaret Clark）和贾德森·米尔斯（Judson

Mills）认为有必要区分两种亲密关系（Clark & Mills，1993），一

种显然是由外在的公平交换规范调节；另一种则明显以关心伴侣幸福

为特征。在交换关系（exchange relationship）中，人们为他人付出

期望得到同等的回报。如果他们得到别人的善意帮助，就觉得有义务

回报别人，做到两不相欠。如表6.1所示，交换关系中的双方不喜欢欠

对方人情；对共同做出的努力要分出各自的贡献；只有在认为自己有

所得时才会关注对方的需要；即使拒绝帮助对方也不会感到内疚。正

如你所预期到的，交换关系多为陌生人或一般熟人之间的关系，其典

型的特征是肤浅、短暂、很大程度上是任务导向的。

相形之下，在共有关系（communal relationship）中，伴侣特别

关注对方的幸福，彼此不期望任何回报地支持和关照对方（Beck &



Clark，2010b）。因此，寻求共有关系的人不会严格计算自己付出的

代价，他们不会热切地希望自己的付出能立刻得到报答；即使没有机

会得到好处，也会密切关注伴侣的需要；如果能帮到伴侣则自我感觉

非常好。在共有的亲密关系中，人们常会为伴侣做出一些小牺牲，彼

此帮对方的大忙，结果是他们享受到更高质量的亲密关系（Clark &

Grote，1998）。的确，人们喜欢这种关系的婚姻，伴侣彼此对对方表

现的关注和慷慨越多，就越幸福（Clark et al.，2010），有价值的

恋爱关系通常都是共有的亲密关系，但共有和交换这两个标准同样适

用于友谊，朋友关系也有这两种类型（Clark & Mills，1993）。

人（和猫）通常对自己所依赖的对象慷慨大方。

B. Kliban (1935-1990), “If I Had Two Dead Rats”, from the book Cat.

Use by Permission Only. All Rights Reserved. c Judith K. Kliban



表6.1　交换关系和共有关系的差别

资料来源：Beck &Clark，2010b；Clark & Finkel，2005；Clark et al.，

2010.

的确，对伴侣的需要表现出的慷慨大方在不同的亲密关系间变化

很大，米尔斯等人（Mills et al.，2004）编制了一份简要的量表来

测量共有强度（communal strength），即对伴侣的需要做出反应的动

机（见表6.2）。随着人们共有强度情感的增加，他们更乐于为自己的

伴侣做出点牺牲（Kogan et al.，2010），夫妻对他们的婚姻也感到

更加满意（Mills et al.，2004）。对伴侣之幸福周到体贴的关心，

明显地与亲密伴侣关系中的亲近和满足有关联。

表6.2　测量共有强度的量表



资料来源：Mills et al.，2004.

在共有的亲密关系中不存在明显的贪婪，这是否表示我们上面提

及的交换原理在这里不适用呢？完全不是。举例来说，针锋相对的交

换在共有的亲密关系中也可能发生，只不过这一关系中奖赏表现出的

时间更长、形式更多样化（Clark，1981）。在较为事务式的亲密关系

中，人们期望交换能很快地发生，因而欠的债能马上偿还。代价和奖

赏也应该具有可比性，这样你的付出才能得到相应的回报。而在更亲

密的关系中，存在更多变式。我们为满足伴侣的需要而实施的行为或

许与伴侣为满足我们的需要而实施的行为相差很大。由于我们信任伴

侣并预期关系将持续，所以我们也能等待更长时间以得到奖赏。在这

个意义上来看，交换和共有的伴侣关系都是“交换”的关系，人们都



期望自己得到的利益能配得上自己的付出；只不过在共有关系中交换

的形式不同，表现得更不明显而已。

此外，交换的观点看起来似乎并不适合更亲密的关系，因为当伴

侣们进展顺利时，他们享受到“盈余经济”，似乎不太在意对方做得

怎样（Levinger，1979）。如果伴侣双方都美满幸福，似乎没有什么

必要去明确地计算各自的奖赏和代价，为细枝末节而担忧。比如置身

于幸福和稳定的亲密关系中的人们，可能不会去想“伴侣最近为我做

了什么？”原因可能是伴侣已经做得足够多或者自己很幸福根本不介

意。然而，如果他们的关系结果开始变糟，令人陶醉的收益蒸发时，

即使（曾经是）共有关系中的亲密伴侣也会开始密切关注交换过程

（Grote & Clark，2001）。的确，当出现不满意时，处于（曾经是）

共有关系中的人们也常常变得对关系结果的些微不公特别敏感

（Jacobson et al.，1982）。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开始使自己的“账

本”收支平衡，开始算计“每一分钱”。

所以，对亲密关系所作的交换和共有的区分和交换理论一点也不

冲突。不过，共有的亲密关系的发展过程确实表明，人们对想与之发

展亲密关系的人是多么乐意提供好处，而一旦交往开始，人们开始考

虑对方的幸福又是多么迅速（Beck & Clark，2009）。正如相互依赖

理论所揭示的，大多数人似乎认识到，如果想让别人对你好，你必须

先要对别人好。

公平关系

另一个观点认为，你不仅要表现得好，你还会要求公平。公平

（equity）理论扩展了社会交换的理论框架，提出人们只有在成比例

的公正（proportional justice）前提下才对亲密关系最为满意，这

就意味着在亲密关系中，每个伴侣的获益与他/她的贡献是成比例的



（Hatfield，1983）。如果你的关系结果对贡献的比率和你伴侣的比

率相似，关系就是公平的：

注意，公平并不要求伴侣双方从交往中得到相等的奖赏；实际

上，如果他们的贡献不同，就很难达到公平。根据公平理论，只有在

伴侣贡献较多而同时也得到较多时，亲密关系才是公平的。

看看下面几个例子。这里有三个公平的亲密关系，关系的结果和

贡献都在0~100分之间：

伴侣甲　伴侣乙

(1)80/50 = 80/50

(2)20/100 = 20/100

(3)50/25 = 100/50

在亲密关系（1）和（2）中，伴侣双方都得到相等的结果，做出

相等的贡献，但关系（1）的质量要比关系（2）的质量高得多。公平

理论强调的是公平，而不是人们得到的全部奖赏。因为关系（1）和

（2）都是公平的，所以伴侣对它们都是满意的。（你认为他们满意

吗？稍后我们再来讨论这点。）亲密关系（3）也是公平的，尽管伴侣

们并未做出相等的贡献或者得到相等的结果。伴侣乙比伴侣甲更努力

地维持他们的关系，但双方得到的结果与各自的贡献是成比例的——



每个人做出一个单位的贡献，得到两个单位的奖赏，所以乙得到更高

的结果是公平的。

相比之下，在不公平的亲密关系中，伴侣双方的关系结果与贡献

的比率是不相等的。看看下面这些例子：

伴侣甲　伴侣乙

(4)80/50 ≠ 60/50

(5)80/50 ≠ 80/30

在亲密关系（4）中，伴侣双方都付出相等的努力来维持关系，但

一方比另一方得到更好的结果。在亲密关系（5）中，双方的结果一

样，但他们的贡献不同。上述两种情况下，伴侣都有可能感到苦恼

——即使他们得到满意的关系结果——因为关系是不公平的。在这样

的情形下，一方过度获益（overbenefited），得到的满意结果超出其

应该得到的；另一方获益不足（underbenefited），得到的比应该得

到的少。这有影响吗？相互依赖理论认为只要伴侣双方发展顺利，就

没有太大的影响。但公平理论却认为影响很大。

不公平带来的苦恼

公平理论最有意思的一个方面是，它明确地认为处在不公平的亲

密关系中的任何人都是紧张的。我们都能理解为什么获益不足的伴侣

会不快乐；他们受到了欺骗和剥削，因而会感到愤怒和憎恨。另一方

面，过度获益的伴侣虽然得到很多好处，但有一定程度上会有负疚感

（Guerrero et al.，2008）。当然过度获益要好于获益不足，但公平

理论认为，只有伴侣双方都得到公平结果时，每个人才最为满足。任

何对公平关系的偏离都会引起苦恼，哪怕仅仅是因为这些情境内在的

不稳定：推测起来人们会厌恶不公平，会想方设法改变或者逃避不公



平的关系，特别是处在获益不足的时候。所以，根据这一观点，最令

人满意的情形是公平分享关系结果；公平理论预测过度获益的人某种

程度上不如公平关系中的人满足，而获益不足的人将更加不满意

（Hatfield，1983）。

恢复公平的方法

如果你获益不足，你会怎样做？首先，你可以改变你（或者伴

侣）的贡献或结果来恢复实际的公平（Canary & Stafford，2001）。

你可以要求更好的待遇以便改善结果——“该我休息了，轮到你做饭

了”——或者你减少自己的贡献而希望结果保持原状。你甚至会故意

阻挠伴侣，减少对方的结果从而使其所得不再那么出格（Hammock et

al.，1989）。

如果这些努力都失败了，你可以尝试恢复心理上的公平

（psychological equity），改变你对亲密关系的认知，使你自己信

服它毕竟就是平等的关系。你可以说服自己相信伴侣比较特殊，应该

得到好的待遇。或者，你会开始怀疑自己，认为自己只配得到这样糟

糕的结果。

最后，也是不得已的手段，你可以放弃关系去别处寻找公平。真

正地离开你的伴侣，或者仅仅寻找一段婚外恋情。

不论是上述例子的哪种情况，公平理论都认为，亲密关系如果存

在不公平，就会刺激人们重新调整以恢复公平合理。如果你获益不

足，这样做当然有道理。但如果你过度获益，你真的愿意改变吗？还

是让研究证据来说话。

多少才足够？公平对待与过度获益



有几项研究评价了夫妻和恋人的满意度，得到的结果都非常符合

公平理论的预测（如Sprecher，1986；Stafford & Canary，2006）：

与关系结果公平的伴侣相比，过度获益的伴侣并不舒适自在和心满意

足，而获益不足的伴侣依然不幸福。不过，这些研究很少评价参与者

的比较水平，也没有注意他们的关系结果质量。（请记住，相对于伴

侣的付出程度，你可能会过度获益，但仍然得到劣质的关系结果，这

就会引起某些不满。）另外一些研究使用纵向（通常好几年）追踪的

方法，广泛地测量了参与研究的夫妻，其结果并不太支持公平理论

（如Sprecher，2001；Sprecher et al.，2010）。没有人喜欢自己获

益不足——这点上所有的研究都一致——但过度获益并不总是和满意

度的降低有关联。事实上，有些人过度获益时感觉良好（Sprecher，

2001）。而且，有几项研究评估了伴侣关系结果的质量发现——正如

相互依赖理论所主张的——人们得到的全部奖赏数量与他们所遭遇的

公平水平相比，前者能更好地预测他们的满意度（Cate et al.，

1982；Cate et al.，1988）。在这些研究中，只要伴侣一方获益足够

多，另一方给予或得到多少并不重要。如果人们认为自己从亲密关系

中得到的奖赏越多，就会感到越满意。

这样就显得较为复杂。一些研究认为公平是亲密关系运转的一个

重要因素，另一些则不这么认为。研究结果相矛盾的原因之一或许

是，某些人较之其他人更关注人际关系中的公平。在不同的亲密关系

中，某些人始终比其他人更珍视公平，所以与其他人不同，这些人在

存在公平时比不存在时更为满意（Donaghue & Fallon，2003）。但令

人好奇的是，这些人对他们亲密关系的总体满意度并不如那些不太关

注公平的人（Buunk & Van Yperen，1991）。他们或许太斤斤计较自

己的奖赏和代价！

但是，无论我们是上述的哪类人，公平在某些领域尤为重要。在

家务劳动的分配和照料小孩这两个敏感问题上，保证公平是明智之



举。如果这些杂务由双方平均分担，夫妻们往往都会对婚姻感到满

意：“当平均分担了家务的重担，夫妻一方都可能会欣赏另一方的贡

献，并且会有更多休闲时间来进行共同活动”（ Amato et al.，

2007，p.166）。相形之下，如果伴侣一方承担大部分家务，“糟糕的

情感就会肆虐，并影响到婚姻的质量” （ Amato et al.，2007，

p.166）。不幸的是，已婚女性在这些家务的分配上很难得到公平对待

（Feeney & Noller，2002）；即使她们在家庭之外和丈夫有着相似的

工作职责，职业女性往往承担着两倍于丈夫的家庭杂务（Davis et

al.，2007）。同居的情侣、男同和女同通常在这些杂务的分担上更为

公平（Coltrane & Shih，2010），所以婚姻在某种程度上导致男人更

少做家务。然而无论何时，这种不公平都会给亲密关系造成相当大的

压力（Claffey & Mickelson，2009）。的确，婚姻专家对当代夫妻的

告诫一般是，“男人要多做家务、照料小孩、维系爱情，这样才能拥

有幸福快乐的妻子”（ Gottman & Carrère，1994，p.225）。在这些

方面的公平比夫妻交往其他方面的公平更有影响。



研究结果相互矛盾的第三个（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

当人们不满意时，公平问题才凸显出来，而当人们满足时，则会显得

微不足道（Holmes & Levinger，1994）。当亲密关系奖赏充足时，公

平或许无足轻重。亲密关系进展顺利时，人们很少关注交换问题，也

会随意地将自己注意到的任何不公平摒除掉。（当研究者提问时，他

们也倾向于答复自己的伴侣是“公平的”。）但如果代价上升而奖赏

下降，人们就会开始十分仔细地追踪自己的交换，关注各自应有的待

遇。无论真相如何，感到非常不满意的人可能会认为自己因为伴侣而

获益不足（Grote & Clark，2001）。因此，不公平或许并不会使人们



感到不满意；相反，感到不满意会导致人们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

待遇。

总而言之，最合理的结论似乎是，人们得到的关系结果的总体质

量和（出现的）获益不足这两方面，在预测亲密关系的满意度和持续

性上起着重要的作用（Sprecher，2001）。过度获益似乎不会太烦扰

人们，而公平在已经具有很高奖赏价值的亲密关系中其积极作用甚

微。相形之下，伴随剥夺和剥削出现的不公平——获益不足——通常

会带来苦恼（Kuijer et al.，2002），而自私的表现不管怎样都令人

讨厌（Allen & Leary，2010）。不过归根结底，关系结果可能是比不

公平更重要的因素；如果关系结果很差、令人不满，即使公平也不会

带来太多慰藉，而如果关系结果完美，不公平也不是大问题。

小结

那么，最终答案是什么？单纯的贪婪就是对亲密关系中人们的行

为最好的描述吗？人际关系科学对此问题的答案是有保留的肯定。如

果奖赏高而成本（和期望）低，人们最为快乐。但因为在亲密关系中

我们寻求的奖赏取决于伴侣，所以满足伴侣也与我们的利益攸关。如

果我们希望亲密关系持续，我们会很乐意保证亲密伴侣的幸福，并且

很少会剥削他们。这样的行为或许受到自私动机的激励，但它仍是周

到体贴、宽容大度和充满爱意的。所以，即使这类行为最终表现出贪

婪性，但并不令人讨厌，也不具有剥削性。

承诺的本质

令人欣慰的 是，对亲密伴侣的幸福依赖可以孕育承诺

（commitment），即持续亲密关系的意图。既需要伴侣又感到满足的



人们，其心目中的承诺是与正面品质相联系的，如分享、支持、诚

实、忠贞和信任（Hampel & Vangelisti，2008）；他们温情脉脉、体

贴殷勤、彬彬有礼，而且还快乐地计划未来的夫妻生活（Weigel，

2008）。（你会明白为什么这些人的亲密关系坚若磐石。）令人不安

的是，痛苦的伴侣也会忠于他们的关系，不是因为他们想要维持原

状，而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必须这样做。对这些人而言，忠诚可能更

多地是一种束缚人的圈套，而不是正面情感。



研究者编制了一份简易的承诺量表（Arriaga & Agnew，2001），

承诺的不同组成部分在这份量表中非常显眼，量表主要包括三方面的

内容。首先，承诺的伴侣希望他们的亲密关系能持续。其次，他们还

有长远眼光，预计了伴侣双方的未来。最后，他们在心理上彼此依

恋，从而能乐对方所乐。在承诺量表里每方面的内容包含四个问题；

请对照表6.3看看你是否能分清每个问题分别属于哪一方面的内容。

把承诺视为一种复杂的决策过程，这一做法是与著名的承诺理论

即投入模型（investment model）相一致的。根据投入模型，承诺来

自于与人们的CL及CLalt有关的社会交换的所有要素（如Rusbult et

al.，2001）。首先，满意能增加承诺。人们通常希望伴侣关系能让他

们快乐。然而，高质量的替代选择也很有影响力，一定程度上可以减

少承诺。有诱惑力的替代伴侣容易引诱人们离开自己当前的伴侣，所

以他们不太可能维持现有的亲密关系。但如果离开当前的关系代价太

高，即使有时可以得到这样的替代伴侣，人们也不会总是寻求替代伴

侣。故而，决定承诺的第三个因素就是个体在现存亲密关系中的投入

程度。无论替代选择的质量如何，也无论个体是否幸福，高投入都会

增加承诺。

表6.3　承诺量表



资料来源：Arriaga & Agnew, 2001.

整体而言，投入模型认为在以下三种情况下人们希望与现有的伴

侣保持亲密：感到幸福；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离开的代价太高（见

图6.8）。该模型假定这三个因素的影响同等重要，承诺就来自所有三

个因素的复杂组合。所以，随着人们所处环境的变化：一方或双方伴

侣都感到不满意，受到迷人的替代伴侣的诱惑，或者随时可以自由地

离开关系，亲密关系常常要艰难地熬过这段时间。发生这样的插曲会

使关系变得紧张，削弱伴侣的承诺，但如果承诺的其他构成成分能够

将伴侣聚在一起，亲密关系就可能继续存在。

总的来说，研究结果都非常好地支持了投入模型（Le & Agnew，

2003；Le et al.，2010）。满意度、替代选择的质量和个体投入的数



量，每一项都能告诉我们个体承诺程度的有用信息，该模式同样适用

于男女两性、异性恋和同性恋配偶（Kurdek，2008），西方文化和东

方文化（Lin & Rusbult，1995）。而且，投入模型的应用普遍支持了

亲密关系的交换理论。投入模型里的经济评估可以很好地预测亲密关

系的持续时间（Le et al.，2010），伴侣双方彼此是否会保持忠诚

（Drigotas et al.，1999），甚至备受打击的妻子是否会逃离虐待成

性的丈夫（Rusbult & Martz，1995）。

图6.8　承诺的投入模型

满意度与投入度都与承诺有正相关。我们越幸福，离开时失去的东西越多，我们对

目前伴侣的承诺就越大。不过，高质量的替代选择会削弱承诺；其他选择越诱人，

我们就越少承诺。

资料来源：Rusbult et al.，1994.

不过，投入模型将承诺视为整体单一的概念——即只存在一种承

诺——而其他理论家认为承诺不仅来自不同的影响因素，而且有着不

同的形式（Rhoades et al.，2010）。比如，社会学家迈克尔·约翰

逊 （ Michael Johnson ） 就 宣 称 实 际 上 存 在 三 种 类 型 的 承 诺

（Johnson，1999）。第一种个人承诺（personal commitment），即



人们受到伴侣的吸引、亲密关系令人满意，而希望关系继续时表现出

的承诺。相反，第二种强迫承诺（constraint commitment），即因为

离开关系的代价过高，人们觉得不得不继续现有关系时表现出的承

诺。在强迫承诺中，人们害怕结束伴侣关系所带来的社会和经济后

果，即使他们希望离开但仍旧维持着关系。最后，第三种道德承诺

（moral commitment）来自对伴侣或者亲密关系的道德责任感。人们

认为结束关系不道德，或者违背自己的誓言和许诺，而觉得应该维持

关系。道德上承诺的夫妻倾向于信仰婚姻的神圣性，不管怎样都认为

维持婚姻是一种庄严的社会或宗教责任。

使用这种分类方法的研究表明，三种不同类型的承诺对人的影响

各不相同，在人际关系的研究中做这种区分是有价值的（Givertz et

al.，2009；Ramirez，2008）。个人承诺常常是这三种类型里最强烈

的，但强迫承诺和道德承诺也有影响力（Cate et al.，2002）。比如

即使人们不幸福，个人承诺较低，但由于经济或者家庭的压力，他们

的强迫承诺较高，所以仍会保持伴侣关系（Kurdek，2006b）。当人们

开始着手漫长的爱情关系之旅时，道德承诺就比个人承诺能更好地预

测伴侣关系能否艰难地度过分离的日子（Lydon et al.，1997）。显

然，即使个体对亲密关系的热情削弱，道德承诺仍能使亲密关系持

续。

承诺引起的后果

但是，无论承诺的起源或性质是什么，它都会对亲密关系产生相

当大的影响（Rusbult et al.，2001）。承诺的特征之一是指向长期

发展，这能减少亲密关系遭遇坎坷时产生的痛苦。如果人们认为他们

的亲密关系会长久发展，就能很好地容忍一时出现的低奖赏和高代

价，正如有着长期眼光的投资者在盈利较低的时期也会持有某种股票

（Arriaga et al.，2007）。此外，忠诚会使人们将自己和伴侣看成



单一的整体，自称“我们”而不是“他”和“我”（Agnew et al.，

2004）。这会极大地减少为伴侣做出牺牲而付出的代价，因为取悦于

伴侣的事件也会间接地使自己获益。

不过，承诺引起的最重要的结果可能是，它会使人们采取行动以

保护和维持亲密关系，即使这样做的代价很高。承诺于亲密关系的人

会运用各种各样的行为和认知策略，这既能维持和提升亲密关系，又

能强化他们对关系的承诺（Etcheverry &Le，2005）。我们将在第14

章详细介绍这些关系维持机制。不过，本章就要结束，让我们先预览

其概要。

先看一个例子，承诺会促进顺应性行为（accommodative

behavior），人们会克制自己不以愤怒来应对伴侣的愤怒（Rusbult

et al.，1998）。具有顺应性的人能容忍伴侣的破坏性行为而不还

击；他们吞下侮辱、嘲讽或自私的恶果而不报复。这样做，他们就避

免了争吵和口角，有助于消除而不是加剧伴侣的糟糕情绪。这通常有

益于亲密关系。此类行为可能需要相当程度的自我约束，绝不是因为

软弱使然；相反，顺应行为是要有意识地做出努力以保护亲密关系免

受伤害。

承诺的人还表现出更大程度的牺牲意愿（willingness to

sacrifice），为了关系的融洽而牺牲自我利益（Impett & Gordon，

2008）。为了使伴侣获益和促进亲密关系，他们会做那些如果只是为

了自己就不会做的事情，还会克制自己不去做那些自己喜欢的事情。

最后一个例子，承诺会改变人们对伴侣关系的认知。承诺的人表

现出感知到的优越感（perceived superiority）——他们认为自己的

亲密关系比别人的更好（Buunk，2001）。详而言之，他们认为在亲密

关系中比别人享有更多的奖赏、付出更少的代价（Broemer & Diehl，

2003）。



人们维持亲密关系还有其他的机制，但以上三个足以说明承诺激

励人们保护亲密关系。人们在与他人的交往中，都会寻求以最小的代

价获得最大的奖赏，但对伴侣的依赖使得他们行动时还得考虑伴侣的

幸福。因而，承诺的伴侣常常做出牺牲、顺应伴侣，做一些并没有即

时利益的事情，从而促进他们的亲密关系。

如果人们盲目地采取这些行为，常常会招致自我挫败。但是，如

果在相互依赖的关系中这样做，而且伴侣双方都这样做，这类行为就

能有力地保护亲密关系，并促进与他人的愉快交往（Ramirez，

2008）。就这样，即使我们的内心根本上是贪婪的，但我们对好友和

爱人常常是无私的、体贴的和关爱的。

请你思考

巴尼喜欢贝蒂的原因之一是她做得一手好菜。当贝蒂请巴尼吃饭

时，常常会准备精致、美味的菜肴，这比他自己常常吃的快餐要好得

多。巴尼喜欢保持整洁干净、井井有条，却注意到贝蒂的房间邋遢拥

塞、杂乱无章，但巴尼不太在意，因为贝蒂是个活泼、可爱的好伴

侣。然而，他们一旦结婚，贝蒂就不常下厨了；两人都要上班，她常

常在巴尼回家前打电话，要巴尼中途捎上外卖当晚餐。贝蒂懒散的家

务活也惹恼了巴尼。他能完成自己公平分担的家务活，但卧室的沙发

上一直放着成堆的未折叠的衣服，他们坐在一起看电视时不得不把衣

服推到另一边。贝蒂似乎并没有注意自己随手放置的、乱作一团的物

件，巴尼开始感到愤愤不平。

你认为贝蒂和巴尼的未来如何？为什么？

[1] 无过错离婚是指离婚的配偶一方无需证明对方存有过错，而只需简单说明夫妻双方无法继续共同

生活的原因，便可获取法庭的离婚判决。1969年，美国加州成为美国（乃至西方世界）第一个适用无过错



离婚的州，在此之前，获取离婚的唯一方式是证明对方存有过错或因对方的不当行为而导致婚姻完全破

裂。——译者注

[2] 好吧，我承认这个问题有点简单。结果不是很明显吗？

[3] 参见第2章44页及第13章415页。



第7章 友谊

朋友的点滴相助才使我走到今天。

——约翰·列侬（John Lennon，英国甲壳虫乐队成员）

请回想一下你最好的两个朋友。为什么他们和你如此亲近？为什

么你把他们当成朋友？你是否可能只是喜欢他们，而非爱上他们。

（或者至少你不是“痴恋”他们，抑或你可能认为他们只是比“朋

友”稍好一点。）你可能和他们共度过很多美好的时光，他们在身边

让你感到舒适安心；你知道他们也喜欢你，如果你需要帮助，他们都

是你的依靠。

的确，朋友能带给你非常多样而复杂的积极情感体验。朋友有时

会让你厌烦，但你还是会喜欢他们。因为他们是你最好的朋友，所以

他们能了解你不为人所知的私人信息。你喜欢与他们共处，并希望你

们的亲密关系能永远持续。事实上，如果你回顾一下亲密关系的特征

（见第1章第2页），就会发现你和最要好的朋友之间的联系的确非常

亲密。你或许非常了解他们，对他们有着高度的信任和忠诚；你体验

到的关心程度、相互依赖性和相互一致性可能没有和恋人相处时那么

深厚，但这三个因素在朋友之间仍会出现。

那么，朋友关系是否和爱情关系一样，只不过亲密程度更低而

已？答案既是肯定又是否定的。友谊和爱情关系的构成因素是一样

的，但各个因素的结合不同。并且友谊通常也并不具备爱情的某些成

分，所以两者的构成并不一样。但友谊和爱情的许多要素也非常类

似，本章要详细描述亲密伙伴的特征，从而为爱情（第8章）的学习打



下基础。我们还会涉及一些其他主题，比如友谊的各种特征，探讨男

人和女人能否“仅仅做朋友”。

友谊的本质

友谊是我们获得快乐和支持的必不可少的源泉。对年轻人的一项

研究发现，超过三分之一的人（36%）认为友谊是他们目前“最亲近、

最深刻、投入最多和最亲密的”人际关系（Berscheid et al.，

1989）。很多人（47%）明确指出爱情关系是他们最为重要的伙伴关

系，但友谊显然是我们和他人发生联系的重要方式。即使人们结婚之

后，友谊仍然非常重要。另一项研究采用体验式取样[1]跟踪人们的交

往，结果发现参与者与朋友在一起时一般比独自一人或者与家庭成员

（包括他们的配偶）在一起时，有着更多的乐趣。如果配偶和朋友都

在身边，那将是最美好的时光。但如果两者只能择一，朋友带来的快

乐和兴奋往往比配偶带来的要多（Larson & Bradney，1988）。为什

么友谊竟然如此重要？

友谊的属性

人们在谈到朋友时会想起各种各样的特征（Fuhrman et al.，

2009；Hall，2009）。首先，亲密的朋友能感受到彼此间的温情。他

们彼此欣赏、信任和尊重，珍视忠诚与真诚，双方都能无拘无束地做

真实的自己，根本不用娇柔做作。其次，友谊涉及共同参与和分享。

朋友之间反复进行有意义的自我表露，提供情感支持和实际援助，遵

守平等规范，双方的喜好都受到应有的重视。最后，朋友还能彼此相

伴。他们分享兴趣，参与活动，认为彼此才是娱乐和搞笑的源泉。最

好的友谊显然是一种紧密、有奖赏价值的关系，故而有学者把友谊



（friendship）定义为“一种自发的人际关系，通常表现出亲密和扶

助，双方彼此欣赏，并企求对方的陪伴”（Fehr，1996，p7）。

友谊和爱情的差异

那么，怎么区分友谊和爱情？我们在第8章详细讨论爱情时将会看

到，爱恋包含着比喜欢更复杂的情感。喜欢和爱恋都包含对伙伴正

面、热情的评价，但浪漫的爱情还包括对伴侣的着迷、性的欲望和比

友谊强烈得多的排他性的愿望（Giordano et al.，2006）。爱情关系

还有着更严厉的行为标准；对待爱人应该比对朋友更加忠诚、更加愿

意伸出援手（Fuhrman et al.，2009）。调节友谊的社会规范较之爱

情关系的规范约束力较小，友谊也更易于解体（Fehr，1996）。此

外，朋友不太可能会公开表达正面情感，他们在一起相处的空闲时间

一般也比情侣要少得多。

这些差别并不仅是因为大多数友谊发生在同性之间。异性之间的

友谊一般也不如爱情那么激情澎湃、忘我投入（Fuhrman et al.，

2009）。所以，友谊一般比爱情承担的责任更少，情感强度更弱，排

他程度更低。并且和爱情不同，友谊一般并不存在性的亲密（虽然有

些友谊中存在；我们稍后再来考察“发生性关系的朋友”）。

所以，深厚的友谊虽然不如爱情充满激情，但仍然具有奖赏价

值，包含着亲密关系的所有其他组成部分。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友谊的

这些成分。

尊重

当我们尊重别人时，我们会非常钦佩和重视他们。值得尊重的特

质看来包括令人赞扬的道德品质、对他人的体贴入微、接纳他人、诚

实、倾听他人的意愿等等（Frei & Shaver，2002）。我们一般喜欢那

些令我们尊重的人，对朋友或爱人越尊重，那么与此人的关系越令人



满意（Hendrick et al.，2010）。最亲密的朋友往往是我们尊重的人

（Guthrie et al.，2011）。

信任

当我们自信地认为朋友会仁慈地对待我们，无私地考虑我们最大

的利益时，我们就对他们产生了信任（Rempel et al.，2001）。这种

自信需要时间来培育，但如果有人留意我们的愿望，无私、可靠地对

待我们，信任就能建立起来（Simpson，2007）。信任在任何亲密关系

中都是弥足珍贵的，因为它使得相互依赖更加愉快；让人舒适自在，

与朋友轻松相处，不能充分信任伙伴的人往往戒心重重，对关系不满

意（Rempel et al.，2001）。丧失信任会侵蚀紧密关系，产生破坏作

用（Miller &Rempel，2004）；曾被朋友背叛的人常常很难恢复对朋

友的信任和对人际关系的满意（详见第10章）。

资本化

我们和好友分享快乐时，快乐倍增，不会减少。当我们交好运

时，并不总能从别人那里得到热心的祝贺；偶尔我们会得到别人言不

由衷的祝福，有时别人根本漠不关心。但好友通常会为我们的成功感

到欣喜，他们的兴奋能增加我们的欢乐（Gable & Reis，2010）。所

以在资本化（capitalization）的交往模式中，我们常常能和朋友分

享好消息，得到有益于紧密关系的热烈而有价值的反应：与那些对我

们的好运漠然或冷淡的人相比，那些能提升我们快乐的人让我们感到

更亲近（Reis et al.，2010）。具有资本化特征的人际关系通常比资

本化不足的人际关系更令人满意、持续的时间也更长（Gable et

al.，2006）。

社会支持



成功的资本化能提升积极事件带给我们的快乐。我们还依赖朋友

帮助我们克服困难，他们帮助和鼓励的方式很多。我们获得的援助或

社会支持有4种（Barry et al.，2009）。表现为关爱、接纳和安慰等

形式的感情支持；表现为拥抱或搂抱的身体安慰；表现为资讯和指导

形式的建议支持；和表现为金钱或物品的物质支持或有形援助。当你

对即将到来的考试感到紧张时，朋友试图打消你的疑虑，就为你提供

了感情支持。而朋友把她的轿车借给你使用就是一种物质支持。但不

要太过呆板地看待这些分类，因为这些不同种类的援助有时会交叉在

一起；慷慨的物质帮助也能在情感上打动人，朋友一旦得知你的轿车

送去修理了，就把她的汽车借给你，这种帮助既提供了感情支持又提

供了物质支持。

社会支持价值巨大，随着时间的流逝，个体接受的这4种社会支持

越多，关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就越大（Barry et al，2009）。的

确，伴侣温暖而关注的支持所带来的幸福感比金钱更大；你的收入对

你快乐的影响可能还不如社会支持大（North et al.，2008）。但它

在紧密关系中起作用的方式有些复杂。请思考以下观点：

● 感情支持具有实际的生理效应。长期来看，与伙伴有着深情厚

谊的人，与那些得不到多少鼓励和关爱的人相比，他们的血压、胆固

醇水平和应激的荷尔蒙水平都更低（Seeman et al.，2002）。在实验

室研究中，他们把手臂浸入冰冷的水里体验到的疼痛感更微弱（Brown

et al.，2003）。如果人们处在紧张状态，只要心中能想起支持自己

的朋友，一般就能降低心率和血压（Smith et al.，2004）。

● 有效的社会支持使人们感到与帮助者更亲近。朋友敏感的、应

答性的支持能增加我们的幸福感、自尊和对未来的乐观（Feeney，

2004），这些都有益于亲密关系。伴侣新婚时的社会支持越大，10年

后离婚的可能性越小（Sullivan et al.，2010）。



● 有些人更擅长于提供社会支持。例如依恋类型就会产生影响。

安全型的人能轻松地接纳与他人相互依赖的亲密关系，往往能提供有

效的支持，安慰和鼓舞受援者，他们这样做是出于利他和同情

（Davila & Kashy，2009）。相形之下，不安全型的人则更为自私，

他们往往是出于义务或者为了回报才提供帮助。而且他们的社会支持

效果往往较差，这要么是因为（就回避型的人而言）他们比安全型的

人提供的帮助更少，要么是因为（就焦虑型的人而言）他们的帮助太

冒失而有控制性（Collins et al.，2006）。一般而言，安全型依恋



伙伴（而非不安全型）提供的支持更令人们满意（Kane et al.，

2007）。此外，如果伴侣细心，又有同理心，因而明白伴侣的需求，

往往就能提供更好的社会支持（Verhofstadt et al.，2010）。人们

需要帮助时很少直截了当地开口求助（Bohns & Flynn，2010），所以

伴侣如能更好地理解对方的感受，往往能为对方提供更好的社会支

持。

● 进而，最好的支持应该切合我们的需要和偏好。并非所有的社

会支持都完全对受援者有益。即使提供支持的朋友动机良善，具有利

他精神，他们的支持也可能不对路或者太过殷勤（Brock &

Lawrence，2009）；帮助行为可能威胁到我们的自尊或者显得冒失，

而我们接受这类帮助时会讨厌这种受惠或蒙恩的感觉（Gleason et

al.，2008）。所以，社会帮助有时候会伴随有情感的代价，因此最好

的援助有时或许是无形的支持（invisible support），悄然施行而不

为受援者所察觉（Howland & Simpson，2010）。当同居的情侣有一方

正在准备紧张的律师资格考试时，双方把各自给予和得到的支持都记

录下来，结果发现最能减少应试者焦虑的，是情侣提供而应试者并未

觉察到的帮助（Bolger et al.，2000）。有时候，帮助朋友最好的方

法就是默默地提供支持，从而不会增添他/她的心理负担。

当受援者觉察到有形的支持时，如果这种支持能切合受援者当前

的需要和目标就会更加有效（Brock & Lawrence，2010）。另一项研

究考察了备考律师资格的学生，结果发现物质支持——比如情侣为之

下厨烹调——有帮助作用，而感情支持只会使应试者更加焦虑

（Shrout et al.，2006）。另一方面，对视力受损的老年人的调查发

现，他们会被物质支持惹恼（或许是因为物质支持使他们感到自己更

加软弱无助），但感情支持却使他们感到振奋（Reinhardt et al.，

2006）。显而易见，并没有适合所有情境的单一固定 的支持模式；朋

友所欣赏的帮助和支援的类型取决于他/她目前的需要、你的能力和友



谊当前的状态（Iida et al.，2008）。如果我们要为朋友提供有效的

支持，虽然存在某些始终如一的模式——安全依恋型的人一般喜欢感

情支持，而疏远型的人则偏好具体的建议和意见（Simpson et al.，

2007）——但我们更需留心朋友的私人偏好和特定环境。

● 不论社会支持的具体内容是什么，研究得出的一个最重要的结

论是：长期来看，真正起作用的并非朋友具体的帮助行为，而是我们

对朋友帮助行为的认知。我们知觉到的支持和我们实际得到的支持只

能粗略地匹配（Lakey et al.，2002），当人们认为自己的朋友不肯

仗义相助时，则无论朋友是否真正如此都会感到苦恼（Lakey et

al.，2004）。事实上，知觉到的支持比实际得到的援助与我们对伴侣

的满意程度更有关联：当我们对朋友或爱人感到满意时，我们都会把

他们视为支持式的良师益友；但当我们不满意时，则会认为他们麻痹

大意、袖手旁观（Kaul & Lakey，2003）。当然我们的判断并非完全

不切实际；朋友为我们提供的支持越多，我们通常认为他们越能仗义

相助（Priem et al.，2009）。而且，如果我们信任他们，对他们感

到满意，我们就更加可能注意和体察他们的帮助和支持，故而认知到

的支持在增加满意度的同时，满意度也能提升认知到的支持（Collins

et al.，2006）。总而言之，我们对所获帮助的判断“可能既拥有客

观事实的内核，又裹有认知所装饰的外壳”（Reis et al.，2004，

p.214）。

● 最后，个人特征也会影响我们对社会支持的认知（Iida et

al.，2008）。那些对他人的关心和照顾怀疑的人，往往会以一种片面

的、不应有的挑剔眼光来看待他人的帮助。具体来说，与对自己和人

际关系更积极、更自信的人相比，依恋类型不安全的人认为他们所得

到的社会支持不够体谅、帮助作用不足（Collins & Feeney，

2010）。很显然，即使朋友真正能慷慨地帮助不安全型的人的，他们



仍可能认为朋友的帮助和鼓励是不充分的（Collins et al.，

2010）。

总的来说，我们依赖于朋友和爱人以获得宝贵的支持，但我们

（感觉到）的支持数量和质量会受到我们自己和伴侣特征的影响。我

们知觉到的社会支持也极大地受到人际关系质量的影响；一般而言，

能与之愉快相处的朋友与那些不太让人满意的朋友相比，前者看起来

更能仗义相助。当我们需要帮助时，我们也更可能向我们信任的、反

应灵敏的伙伴求助（Collins et al.，2010）。然而不论社会支持明

显与否，最好的支持总是那些能表示朋友关注和理解我们（因而具有

应答性）、满足我们需要的帮助行为（Maisel & Gable，2009）。

应答性

上述亲密友谊的每种特征（尊重、信任、资本化和社会支持）让

我们感到有人理解、关心和珍视自己，因而它们都与有奖赏价值的亲

密关系最后一个部分有关系，这部分可能是亲密友谊中最重要的成分

（Reis，2009）：应答性（responsiveness），即在认知层面上对朋

友的需要和兴趣表现出关注与支持。大多数时间，朋友对我们是谁，

我们要说什么都会有兴趣。他们关注我们，藉此表达他们珍视与我们

的朋友关系。他们通常还表现出热情和支持，看来理解和欣赏我们。

这些都是彼此能成为朋友的原因。认为某人对你的需要和欲望表现出

关注、尊重、热心和支持，这种判断就是所谓的感知到的伴侣应答性

（perceived partner responsiveness），它非常具有奖赏价值，[2]

那些能让我们感受到自己有价值、理解和尊重的人都会吸引我们。

感知到的伴侣应答性能提升亲密感（Maisel et al.，2008），促

进自我表露、信任和相互依赖，毫无疑问有益于人际关系。两个人如

果相处融洽，开始留意对方的需要，彼此就会感觉更亲密、更满意

（Canevello & Crocker，2010）。而且，如果我们大方地关注他人，



我们往往会认为这些人也支持和关心我们，这也能促进我们的人际关

系（Lemay & Clark，2008）。更突出的是，对伴侣敏感应答对我们自

己和伴侣都有益；努力理解和支持室友的大学新生比缺乏应答性的新

生能更好地适应大学生活（Canevello & Crocker，2011）。应答敏感

的伴侣表现出的理解、尊重和关心具有很大的价值，朋友显然能为我

们提供有效的人际奖赏。

友谊的规则

根据某些规则，我们也能指望好友做出适当的行为。虽然我们通

常不会在内心详细阐述朋友的含义，但大多数人都会有一套人际关系

的规则（rules for relationships），这种规则即是朋友应（或不

应）履行某些行为的共同文化信念。这些行为的标准是人际关系平稳

运行的润滑剂。我们在孩提时代就已学会了这些规则，并且知道，一

旦违背这些规则就会引起他人的指责和关系的混乱。例如英国心理学

家在一项开创性的研究中，列出了很多可能的友谊规则，并请来自英

国、意大利、中国香港和日本的成年参与者从中选出他们认可的规则

（Argyle & Henderson，1984）。表7.1列出了规范友谊的几个普遍的

规则。或许如你所料，这些普遍规则包括公平、信任、自我表露、支

持、关爱及亲密关系其他令人满意的方面。



规则限定了人们应该表现出和不应该表现出的行为模式，但我们

不会总是遵守友谊的规则。当要求旧金山两所大学的学生判定会有多

少人遵守各种人际关系规则时，他们估计大多数规则只有50%左右的人

会遵守（Gambrill et al.，1999）。但这并不表明规则不重要。我们

越是恪守这些规则，我们与朋友的关系就越是亲近、满意（Kline &

Stafford，2004）。而且，在友谊失败的大多数情形下，总会发现有

人违背了这些规则（Argyle & Henderson，1984）。因而，无论我们



是否有意识地考虑这些规则，在友谊之中还是存在某些行为标准，即

人际关系的社会规则，它决定了友谊的成败。

表7.1　友谊的规则

资料来源：Argyle & Henderson, 1985.

友谊的毕生变化

友谊的形式会随其所处的社会背景（比如朋友是工作中的同事抑

或生活中的邻居）、亲密程度、个体的年龄和性别的变化而有所改变

（Fehr，1996）。随着我们长大和变老，友谊的特征也会发生变化。

本节我们就来考察这些变化。



童年期

学前期儿童和自己喜爱的玩伴之间就有着低级形式的友谊。此

后，儿童在发育和成熟过程中所遭遇到的各种巨大变化，无不反映在

他们的友谊之中，友谊也逐渐变得更加丰富和复杂（Howes，2011）。

友谊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之一就是儿童认知的发展；随着儿童年龄增

长，认知复杂度增加，儿童对人际需要的变化也愈加显著。根据比尔

迈斯特和费曼（Buhrmester & Furman，1986）的观点，这些关键的需

要表现为：小学低年级阶段的接纳需要，青春期前期（9~12岁或小学

高年级）的亲密需要，青春期（13~19岁）的性需要。在每一阶段新的

需要都凌驾于旧的需要之上，所以年龄大的儿童比年幼的儿童要满足

更多的需要。每一阶段需要的顺利解决都要求发展出新的特殊能力，

这种能力会影响到儿童在后面阶段的应对方式；如果儿童没有获得这

些技能，就会发生问题。

比如当儿童进入小学阶段，其他儿童的相伴或者接纳就变得日益

重要；那些不被同伴充分接纳的儿童会感到被人排斥和孤立。随后在

青春期前期，儿童发展出对亲密的需要，典型表现为关注与自己年龄

和兴趣相似的朋友。此时充分发展的友谊首次登台，它以广泛的自我

表露为特征，并且在此阶段儿童表现出观点采择、同理心以及利他主

义，这些都是成人亲密关系的基础。先前不被同伴接纳的儿童要克服

孤立感，但如果他们做不到，就会生平头一遭地体验到真正的孤独。

此后，是蓬勃迸发的性需要，青少年一般发展出对异性的兴趣。刚刚

步入青春期的儿童很难建立起能满足这些新需要的人际关系，但大多

数青少年随后会努力建立敏感、关爱和公开的恋爱关系。

总的来说，学者普遍地认为，随着人们年龄变大人际关系也会发

生变化。成人应对友谊问题时丰富和复杂的方法都是历经岁月锤炼的

结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儿童期成功的人际关系为成年阶段亲密关



系的美好结果奠定了基础。比如，能与照料者形成安全型依恋的婴儿

往往在入学时招人喜爱；因此，他们在童年期能建立更丰富、更安全

的友谊，这让他们在青年期恋爱时更容易建立安全而舒心的亲密关系

（Simpson et al.，2007）。另一方面，被同伴所拒绝的儿童往往会

遭遇各种困难——诸如失学、刑事拘留和心理适应不良——远远多于

那些为同伴所喜爱的儿童所遭受的（Bukowski & Cillessen，

1998）。单纯的拒绝未必会导致这类问题，但却存在风险：有助于培

养社交技能的干预措施能促进儿童被同伴的接纳，并能减少之后适应

不良的风险（Waas & Graczyk，1998）。

青少年期

在13~19岁的青春期，友谊还有其他方面的变化。首先，青少年与

家人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少，而与伙伴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多。在芝加哥

进行的一项体验式取样研究发现，小学5年级的儿童约有35%的时间与

家庭成员待在一起，而高中阶段的学生与家人相处的时间只占14%

（Larson et al.，1996）。

第二个变化是青少年日益转向朋友来满足自己的依恋需要

（Fraley & Davis，1997）。依恋学者确认了青少年时期的四种依恋

方式（Hazan & Zeifman，1994）：（1）寻求亲近，指对依恋对象的

趋近、保持临近和发生接触；（2）抗议隔离，青少年抵制把自己与伙

伴分开，并因这种隔离而苦恼；（3）避风港湾，在危急困难时刻求助

于依恋对象以获得安慰和支持；（4）安全基地，依托伙伴来探索新环

境和进行其他大胆的尝试。所有这些依恋成分在年幼儿童和父母的关

系中亦有所表现，只不过随着他们长大，青少年逐渐地把主要的依恋

对象按成分逐个从父母转移到同伴身上。



比如11~14岁左右的青少年常常把避风港湾的依恋对象从父母转换

到同伴；如果有事情令他们不安，他们在接近父母前会寻求朋友的帮

助。的确，约有三分之一的青少年把同伴（一般为恋人而非普通朋

友）而非父母视为他们主要的依恋对象（Rosenthal & Kobak，

2010）。

所以在青少年的生活中，同伴会逐渐取代父母的角色，但即便是

年轻的成年人仍会依赖父母以获得某些依恋。大学生最有可能向朋友

们寻求亲近，也愿意将他们视为避风港湾，但不太可能把朋友作为安

全基地（Fraley & Davis，1997）。这一角色通常是保留给父母来担

当的。当人们搬到新的住所、从事新的工作、接受新的职业培训时，

心中知道只要自己愿意就可以随时回家探望父母、清洗衣物和免费吃

住，这仍令大多数人感到心安。

成年早期

在少年晚期和20多岁的时候，人们就进入了成年早期阶段，根据

著名的人格理论家艾里克森（Erikson，1950）的观点，此时期的中心

任务是“亲密对孤独”的冲突。艾里克森认为正是在这个年龄段，我

们学会了怎样建立持久、忠诚的亲密关系。

对于本书的许多读者而言，对亲密关系的探寻大多是在陌生环境

中进行的：即远离家乡的大学院校。离家求学可能会影响到你的友谊

（Roberts & Dunbar，2011），但即使你近期并未见过中学时的许多

好友，却并不会感到孤独。对美国丹佛大学新生持续1年的调查发现，

学生在家乡建立的友谊逐渐消失，被随后在校园中新建立的人际关系

所取代（Shaver et al.，1985）。这一过程并不能迅速完成，秋季刚

入校的学生对其社交网络的满意度是最低的。但几乎所有的大学新生

都能很快找到新的“亲密”朋友，但这些刚建立的友谊多数容易发生



变化；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在春季学期仍保持着最好的友谊。显然大学

新生在不断地调整他们的社交圈，外向坦率和善于自我表露的学生应

对得更为轻松；较之笨拙的新生，社交技能娴熟的新生对人际关系更

为满意。然而，到春季学期快要结束时，大多数学生再次对自己的社

交圈感到满意。他们都结交了新的朋友，但这需要一定的时间。

大学毕业之后友谊会怎样变化？在一项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中，

113位年轻人用日记记录了他们两个时期的社会交往，一个时期是他们

还在大学求学时，另一个时期是毕业六年之后（Reis et al.，



1993）。总的看来，参与者离开学校后每周看望朋友的时间变得更

少；具体来说，与同性朋友及与三个人或三个人以上的团队相处的时

间减少了。与异性伙伴相处的总时间增加了，但异性伙伴的数量却减

少了，在这点上男性尤甚。尽管如此，正如发展理论所认为的，在参

与者20多岁时，他们社会交往的平均亲密程度却是增加的。大学毕业

之后，人们往往只与少数几个朋友交往，但与朋友之间的人际交往层

次更深、相互依赖程度更强。

中年期

当人们和爱侣安居后友谊又会怎样变化？友谊和爱情之间的关联

非常清晰：当人们有了恋人时，他们与家人和朋友相处的时间会减

少。这时会发生二元退缩（dyadic withdrawal）现象：人们与爱人见

面的次数越来越多，而探望朋友的次数越来越少（Fehr，1999）。一

项研究发现，当人们还是偶尔与恋人约会时，平均每天和好友相处的

时间是两小时，但一旦与恋人订婚后每天探望朋友的时间还不到30分

钟（Milardo et al.，1983）。相爱的情侣确实会与具有共同特点的

朋友有着更多的接触，但这并不能抵消他们朋友总数的下降以及与朋

友相处时间的减少。

人们友谊的消退在结婚之后仍不会停止。与异性朋友的友谊尤其

会受到影响；异性朋友可能会被配偶另一方认为是潜在的情敌，所以

已婚人士一般很少探望异性朋友（Werking，1997）。尽管如此，即使

夫妻们很少探望他们的朋友，他们仍比单身的时候有着更大的社交网

络，因为他们会更多地看望他们的姻亲（Milardo et al.，1983）。

（请不要误会这一点，如果你不喜欢爱人一方的家庭成员也请当心：

一旦你结婚了将会更频繁地看到他们！）



因而，当人们投身于配偶和孩子时，他们的社会生活并不会完全

萎缩破灭，但他们社交活动的重心的确从私人朋友转移到家庭和夫妻

共同的朋友上。事实上，如果夫妻双方没有共同的朋友，这样的婚姻

通常很艰难。正如图7.1所示，如果夫妻双方都没有一个共同的朋友，

配偶们就会面临更多的婚姻问题（Amato et al.，2007）。已婚人士

有自己的私人朋友没什么坏处，但如果只有独享式的友谊似乎就有风

险。

老年期

最终，老年 人较之年轻人社交圈子更小，朋友也更少

（Carstensen et al.，1999）。老年人并非不会交际，他们只是更加

挑剔；他们的亲密好友数量和年轻时一样多，但他们和一般的朋友以

及不太重要的社交伙伴相处的时间更少（Fung et al.，2001）。



图7.1　朋友圈和婚姻调适

如果夫妻没有共同的朋友就会遭逢许多挫折和困难。

资料来源：Amato et al.，2007.

社会情绪选择理论（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认

为，友谊随年龄的这种变化是因为老年人有着与年轻人不同的人际目

标（Lockenhoff & Carstensen，2004）。年轻人的人生道路还很漫

长，所以该理论假定他们会追求旨在获取信息、指向未来的目标，这



有利于他们今后的生活。（这大概正是当代大学生们的社交活动的特

征。）心中带着这样的社交目的，年轻人会追求各种类型的社交伙伴

和相对更大的社交网络。然而，当人们变老，未来显得越来越有限，

他们的社交目标大概更多地指向现在而不是未来，也更注重最大限度

地满足自己的情感需要（Fung & Carstensen，2004）。社会情绪选择

理论的观点认为，随着有生之年变得越来越屈指可数，老年人交际的

目标指向友谊的质量而非数量；他们更注重精选出的深厚友情，不愿

发生冲突（Fingerman & Charles，2010），而让更普通的朋友关系自

然消失。的确，该理论预测：任何人，只要认为自己的未来不长久，

就会花更多的时间与少数几个亲密好友相处，而不是把时间用来和各

种各样的普通朋友交往——这也是年轻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后，所剩时

日无多时与人交往的情形（Carstensen et al.，1999）。一般而言，

社会情绪选择理论看来是对与衰老有关的社交活动变化的合理解释。



最后，我们还应注意到，当我们年老体衰、能力下降时，友谊所

能提供的社会支持尤为重要。对美国康涅狄格州的2 812名老年人为期

10年的纵向研究发现，经常与朋友保持接触能降低罹患残疾（比如不

能自己穿衣或者行走）的风险（Mendes de Leon et al.，1999）。此

外，如果老年人不幸罹患残疾，紧密的友谊常与较高的康复率联系在

一起。整体来看，有着亲朋好友的老年人比那些较少与人接触的鳏寡



孤独者更健康、更长寿（Sabin，1993）。只要我们活着，友谊就是无

价之宝。

友谊的差异

友谊不仅在整个生命周期中有变化，在不同的个体之间和伙伴之

间也存在差异。本节我们就要考察友谊的本质如何与性别及其他个体

差异交织在一起。

同性友谊中的性别差异

请思考以下两种同性友谊的情形：

小莉和贝蒂是闺中密友。遇到麻烦时，另一方总能提供支持和忠

告。只要她们在恋爱中出现任何问题，就会马上给对方打电话，请求

并能得到所需要的建议和安慰。小莉和贝蒂觉得她们了解彼此的一

切。

汤姆和巴尼有着过硬的交情。他们常常一起熬夜玩纸牌，或者修

理汤姆那辆1980年出产的、总是发生故障的雪弗兰汽车。他们一起出

没于各种场所——酒吧、篮球场、集体聚会等等。巴尼和汤姆觉得他

们是最要好的朋友。

你觉得上面描述的两种友谊合理吗？或许合理。大量研究表明女

性之间的友谊是以情感分享（emotional sharing）和自我表露为其特

征的，而男性友谊则是围绕着共同活动（shared activities）、相伴

相随和搞笑娱乐而展开的（Fehr，1996；Marshall，2010）。这显得

过于简单化，但多年前赖特（Wright，1982）创造出的两个精辟词语



今天看来仍熠熠生辉：女性的友谊是“面对面”（face-to-face），

而男性的友谊则是“肩并肩”（side-by-side）。[3]

同性之间的友谊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Fehr，1996）：



● 女性朋友之间电话交谈的时间更多；

● 两性朋友谈论的话题不同：女性更可能探讨人际关系和私人问

题，而男性更可能探讨客观事件，比如体育比赛等；

● 女性进行的自我表露多于男性；

● 女性给予朋友的感情支持多于男性；

● 女性在友谊中比男性表达出更多的爱意和温情。

归纳一下，女性之间的友谊往往比男性更亲切、紧密。最终结果

是，女性在爱情关系之外仍会向朋友寻求敏感、体贴的理解和支持，

而男性常常做不到这点。请思考下面这个有启发性的问题（Rubin，

1986，p.170）：“某晚你回到家里，恋人或者爱人宣布要离你而去，

你会向谁寻求帮助？”当研究的参与者真正地思考这个问题时，几乎

每位女性都能轻易地提到同性朋友的名字，但只有少数几个男性能做

到这一点（Rubin，1986）。（事实上，如果男性的爱侣抛弃他们，大

多数男性根本想不出可以向谁寻求安慰。）



为什么男性之间的友谊不如女性那样亲密？是因为男性缺乏彼此

建立亲密友谊的能力？抑或他们只是不愿意这样做？通常，是因为他

们不愿意；如果社会环境支持男性之间的亲近，男性完全有能力与其

他男性建立亲密的友谊——但社会对这种男性同性亲密的接纳程度远

低于女性，所以他们不会这样做（Reis，1998）。为何如此？文化规

范和性别角色看来是主要的原因（Bank & Hansford，2000）。传统的

教养鼓励男性应该具有工具性而非表达性的特质，[4]并且（正如第5

章所述）个体的表达性能预测他/她自我表露的方式。双性化的男性一

般比传统的、性别刻板化的男性有着更为亲密的友谊，但性别刻板化

的男性在数量上要多于双性化的男性。为了和典型的性别角色保持一

致，我们也会对男性施加压力，促使他们表现出比女性更多的情感约

束。社会规范致使男性比女性更不愿意向他人表达出他们的焦虑和情

感，如果社会鼓励表达性的男性友谊（如中东），亲密友谊中的性别

差异就会消失（Reis，1998）。

因此，男性友谊缺乏亲密，可能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和其他男

性分享有意义、亲密的相互依赖。相反，它是社会文化压力之下迫不

得已的选择。如果西方文化不打击男性友谊心理上的亲密感，许多男

性可能会拥有更亲密的同性友谊。

友谊的个体差异

除了性别效应之外，还存在其他影响友谊的个体差异。其一就是

我们在第4章中谈到的自我监控（见133~135页）。自我监控水平高的

个体倾向于建立较宽泛的社交网络，其同伴大多是“活动专家”，可

以与之分享特定的快乐，但此外他们没有其他更多的共同点。因此，

高自我监控者在友谊中的投入往往比低自我监控者更少；低自我监控



者的朋友数量较少，但彼此有着更多的共同点，他们的友谊一般看来

更加亲密（Snyder & Simpson，1987）。

另一个影响社交网络的个体特征是性取向。在对美国方便样本[5]

中的1 415人调查发现，大部分异性恋男女的密友不是男同、女同或双

性恋，但大部分男同、女同或双性恋者（GLBs）都有正常性取向的朋

友（Galupo，2009）。只有约六分之一的异性恋者（知道他们）有朋

友是GLB，但80%的GLB有亲密的异性恋朋友。所以，就性取向而言，异

性恋者的朋友圈一般不如GLB那么多样化。如果异性恋者真要回避与

GLB的友谊，他们就可能犯错：一般来说，GLB们与异性恋者之间的友

谊完全像GLB们之间的友谊一样亲密和有奖赏意义（Ueno et al.，

2009），异性恋者与GLB们接触越多，就越喜欢他们（Vonofakou et

al.，2007）。

最后，有些人认为他们是独立自主的主体，其自我概念最主要的

特征就是能把他们与其他人区分开来的特质。相反，另外一些人则很

大程度上依据与他人的人际关系来界定自我；他们的自我概念强调自

己所担当的社会角色，以及在亲密的伙伴关系中表现出的特征。另一

个有趣的个体差异是相互依赖的自我构念（interdependent self-

construal），指人们在多大程度上把自己看成是与他人相互依赖（而

非各自独立）的人。对于相互依赖的自我构念较强的人而言，人际关

系是他们自我概念的核心特征，他们“思考和行动往往都是为了建

立、提升和维持与重要人物的和谐、亲密的人际关系”（Cross &

Morris，2003，p.513）。相互依赖的自我构念可以使人成为合意的朋

友（Mann & Morry，2011）；和那些更加独立的人相比，相互依赖的

人能更好地理解别人的观点和价值观，努力使他人及自己都获益。由

于动机的作用，独立和依赖往往在每个人身上都会有所表现，但诸如

美国的西方文化往往赞美和推崇独立自主。所以，相互依赖的自我构

念在美国之外的世界更为普遍（Cross et al.，2009）。



友谊发展的障碍

在本章的最后部分，我们来考察一些对宝贵友谊造成阻碍的个人

特质。我们将重点研究两个非常普通而又令人痛苦的问题，即羞怯和

孤独。我们都清楚，羞怯者或孤独者通常都希望建立亲密的友谊，但

他们的行为举止却往往使他们很难做到这一点。

如今，我们或许需要身边的每一位朋友。在2004年对全美国有代

表性的人群样本面对面的访谈研究发现，美国人的亲密友谊并不如过

去那样普遍（McPherson et al.，2006）。认为自己没有任何知心朋

友的人从1985年的10%（该研究上一次问到这些问题）猛增到2004年的

25%。每4个美国成人中就有1位根本没有好友，无法向好友寻求亲密忠

告和社会支持。另有19%的人报告他们只有1位知己好友（通常是其配

偶或者兄弟姐妹），整体来看，人们亲密伴侣的平均数量从3个（1985

年）骤降到2个。许多大学生在Facebook校园交友网站上有几十或上百

个“朋友”，但这些网友并不是能提供丰富的、有价值、有意义的亲

密感的伙伴。一旦他们离开大学校园，只有一半多点的美国人（57%）

还能和没有实际接触过的网友成为亲密的好友。许多美国人没有好朋

友。毫无疑问，羞怯和孤独使情况变得更糟。



羞怯

与人交往时你是否会感到焦虑和拘谨，担心别人对你的评价，交

谈时觉得自己笨嘴拙舌？大多数人都会这样。80%的人都曾体验过羞怯

（shyness），羞怯是在社交情境下沉默寡言和抑制行为结合紧张不安

的综合症状（Miller，2009）。看看表7.2，人们羞怯时会担心社会指

责，忧心忡忡地预计别人对自己的苛评。羞怯者在与人闲聊时还会感

到忸怩做作、笨拙无能、局促不安、效率低下（Arroyo & Harwood，

2011）。因此，他们的社会交往会陷入山穷水尽的困境。如果他们不



能完全避开人际交往，他们的行为也会表现出拘谨防卫的特点；看向

他人的目光、保持的微笑、讲述的话语以及应答性的交谈都明显匮乏

（Ickes，2009）。与泰然自若的人相比，他们应对日常谈话的能力非

常低下。

表7.2　羞怯量表

资料来源：Cheek & Buss，1981.

几乎任何人都会不时地受到羞怯的困扰。当我们置身于陌生的环

境，第一次见到有魅力、地位高的陌生人时，很容易产生羞怯，但是



当我们在熟悉的环境下与老友交往时，则不太可能会感到羞怯（Leary

& Kowalski，1995）。然而有些人会长期习惯性地感到羞怯，更频繁

地体验到羞怯。与坦荡的人相比，他们具有三个特征。首先，惯常羞

怯者害怕别人的负面评价。一想到别人讨厌自己他们就坐卧不安，他

人的嘲笑和蔑视更令他们害怕恐惧。他们对社会指责的担忧要甚于其

他人（Miller，2009）。其次，他们倾向于怀疑自我。低自尊通常伴

随着习惯性羞怯，羞怯者往往有低自尊。最后，在与人交往的过程

中，他们会感到自己能力不足，有时还能找到充分的理由：整体看

来，他们的社交技能不如不羞怯的人（Ickes，2009）。

羞怯者这种负面认知和行为缺陷令人生厌，使得他们与人交往时

进退两难。他们担心别人的看法，害怕别人的指责，却又觉得自己没

有能力营造良好的印象，以消除此类指责。结果，他们的社会交往通

常显得小心谨慎、畏畏缩缩，这会打断、转移别人对自己的兴趣和热

情（Oakman et al.，2003）。比如，如果羞怯的男性发现漂亮的女人

注视自己，他们不会回望与之对视，更不会微笑问好；相反，他们的

眼神游离不定，一言不发（Ickes，2009）。本来男女之间可以进行的

良性沟通，男性一旦显得羞怯就根本不可能发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无论人们的羞怯是暂时性或习惯性的，只要

他们胆怯畏缩，就会给人留下负面印象，而这恰恰是他们与人交往时

希望避免的。他们疏离冷漠、毫无价值的行为并不能博得别人的同

情，反而经常予人以沉闷单调、兴味索然的印象。我们且来彻底地分

析这一现象。设想你在舞会现场，一些熟人三三两两地在舞池里随着

音乐翩翩起舞。他们向你嚷道“来吧！”，鼓励你加入他们的行列。

但你对自己的舞步没有信心，不想让人觉得自己蠢笨，所以你待在了

舞池的边缘。你当然想和他们一起跳舞，但却过分在乎别人对你的评

价，所以你踌躇不前，保持观望。这种沉默寡言会妨碍你的社会交

往，它当然不能表现你的随和友善，也无助于聚会欢快、狂热的氛



围，你只是干站在那儿。你的心里或许还觉得自己很友好，但别人从

你的行为表现上很难觉察到这一点。你当然不喜好跳舞嬉闹，从各方

面的表现来看，你或许看上去有点笨手笨脚、呆头呆脑。的确，或许

更稳妥的说法是，与其一个人在舞池边上尴尬地站立给人负面印象，

还不如加入跳舞的队列笨拙地舞动起来；只要你生气勃勃、兴高采

烈，没有人会在乎你的舞姿怎样。但是当你站在舞池边了无趣味时，

人们的确会注意到你。

事实上，正如图7.2所示，羞怯行为并不能给人留下好印象。羞怯

所表现出的懦弱、寡言和犹豫的行为特征看来好像冷漠无情、不太友

好。和合群的行为相比，羞怯行为很可能引起对方冷淡和排斥的反应

（Bradshaw，2006）。久而久之，羞怯者更可能受到别人的忽视和拒

绝，而得不到他人的谅解和同理心，而这样的结果又会强化他们的羞

怯。

的确，与不羞怯的人相比，羞怯者结交新朋友的过程缓慢得多

（Asendorpf & Wilpers，1998）。他们的友谊一般也不怎么令人满意

和具有支持性，所以他们也往往更加孤独（Bradshaw，2006）。这些

影响非常重要；他们结婚时，羞怯的人会发生更多的问题，对婚姻生

活也更不满意（Baker & McNulty，2010）。



图7.2　羞怯引起的人际循环效应

羞怯行为会给人造成负面的印象，通常还会产生羞怯者所害怕的不利评价。导致更

糟糕的互动，加重了羞怯者的恐惧，如此循环往复。

因而，羞怯行为只会使个体的羞怯感更为严重，很显然，在社交

生活中自信满满的表现通常比羞怯懦弱要好得多。当然，羞怯有时也

有益处：当人们真正地遭遇新异情境，不知道如何行动时，羞怯片刻

的警惕作用可以防止他们举止失当（Leary，2010）。然而，更常见的

是，羞怯者会被社会指责所带来的威胁吓跑，而这种社会指责根本不

曾发生过或者永远也不会出现，所以他们的羞怯完全没有必要，反而

是起相反作用的心理负担（Miller，2009）。有一些正式的培训项目

帮助人们克服习惯性羞怯，教导羞怯者要用积极的心态来认识和思考



问题，帮助他们应对焦虑并正确理解社会评价，还重点传授如何开启

谈话和果断处事等社交技能。在角色扮演任务和其他实践训练中，会

一直排演练习积极思维和有效行为，直到受训者能独自得心应手地应

用它们为止（Henderson & Zimbardo，2010）。

然而，大多数羞怯者可能根本就不需要接受社交技能的正式培

训，因为他们只要精神放松，不再担心别人的评判，就可以表现得坦

荡豁达。假如现在你受到羞怯的困扰，只要你实际上能较少在意别人

对你的看法，就能给人留下更好的印象。利里（Leary，1986）的一项

有趣实验证实了这种可能性。实验要求参与者在一个模拟单身酒吧的

热闹嘈杂环境下，会见并招呼一位陌生人。利里将谈话声、三首不同

的歌曲、电台静电噪声和聚会的喧闹声（诸如大笑和叫喊声）等不同

的声音叠加在一起，制作出多音轨的录音带——这当然是千真万确的

“噪音”——并且在每对参与者交谈的时候以略微令人讨厌的音量播

放磁带。重点在于，所播放的磁带音量总是恒定的，只不过告知一些

参与者，噪音太响亮可能会干扰他们的谈话，他们很难轻松愉快地聊

天。而告知另外一些参与者，噪音足够轻柔不会有什么影响。一旦参

与者形成适当的预期，就让羞怯或不羞怯的参与者和陌生人单独相处

——与人独处的场景对于羞怯者通常具有威胁意义。利里监测了参与

者的心率以便追踪他们的焦虑和唤醒水平，研究结果如表7.3所示。当

噪音“轻柔”，参与者拙劣的交往找不到好的托词，羞怯者就会表现

出比正常人高得多的唤醒和焦虑；他们的心率变化增加到3倍之多

（Shimizu et al.，2011）。更糟糕的是，事后观看自己的谈话录像

的人也显然认为他们羞怯、不安。另一方面，当他们有了能降低社交

预期的托词时——实际上不可能存在过于“响亮”的噪音——则他们

的社交行为看上去一点也不羞怯。这种情况下，当他们开始与陌生人

交往时，他们的心率增幅正常、适度，也不会给观察者任何羞怯的迹

象。



表7.3　有了托词后羞怯者的社交表现更好

有趣的是，如果他们的交往行为表现拙劣而无可指责，利里

（Leary，1986）研究中的羞怯参与者则能保持相对轻松舒适的心态，

可以毫无困难地与陌生人交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他们能以平和

的心态来思考即将发生的人际交往时，羞怯感就会消失。他们的羞怯

并不是因为长期缺乏社交技能造成的结果；羞怯取决于交往发生的背

景。同样地，当羞怯者能以相对匿名的方式以及轻松自在地以自己的

节奏和他人进行在线交流时，他们就能更加放得开（Shepherd &

Edelmann，2005）。但如果在线交流使用摄像头，双方能实时同步地

看到彼此的影像，羞怯者又会恢复原来的沉默寡言；他们的自我表露

减少，羞怯特征再次变得清晰可见（Brunet & Schmidt，2007）。

如果羞怯取决于羞怯者是否受到别人的注视，那么人们（可能包

括你在内，如果你感到羞怯）根本不需要基本社交技能的培训。他们

所需要的是更多的镇静和自信（Arroyo & Harwood，2011）。虽然要

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但羞怯者应该考虑另一种选项：一味羞怯并不

能帮他们赢得朋友和影响他人；那么相信自己并期望交往能顺利进

行，又能失去什么？如果你是个羞怯的人，下次你结交新朋友时不要



光想着你自己，只要尽你所能地努力寻找对方的特点即可。[6]事情或

许出乎你意料地变好（Sasaki & Vorauer，2010）。

孤独

在社交场景中我们有时会感到焦虑和胆怯，有时还会因为没有亲

密朋友而感到不满和苦恼，这两种社交体验并不一样。如果我们所期

待的人际关系数量和质量与我们当前实际情形存在较大差距，就会产

生令人不悦的厌烦、悲伤和绝望的孤独体验（de Jong Gierveld et

al.，2006）。孤独与独处并不是一回事；在完全独处的状态我们通常

也能感到满足（Leary et al.，2003）。相反，当我们想拥有与他人

更多、更亲密的接触而不得时，就会产生孤独感（Mellor et al.，

2008）。因此，如果你与他人的人际关系很淡漠，即使你身边有很多

人或者你在脸谱网上有许多“朋友”，你仍可能会感到孤独。

孤独有着不同的层面。心理学家罗伯特·韦斯（Robert Weiss）

首先提出人们会受到两种孤独的困扰（Weiss，1973），其一是社会隔

离（social isolation），指的是我们不满于缺少朋友和熟人的社交

网络而引起的孤独；其二是情感隔离（emotional isolation），指的

是我们缺乏深厚的人际关系而引起的孤独。这两种孤独成分在

UCLA（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孤独量表上都有所表现，该测验已

广泛地用于成人孤独的研究。UCLA孤独量表（见表7.4）包括三方面的

内容（Hawkley et al.，2005）。首先是与他人的隔离。孤独者感觉

自己形单影只，与他人的接触次数达不到他们所期望的目标。其次他

们还会觉得与他人的亲密接触也达不到他们所期望的程度。最后，如

果与他人总的社会联系太少也会引起孤独。孤独者感到他们与朋友和

玩伴的联系不充分，所以他们在人际交往中体验到的快乐很少，也没

有足够的社会支持。



表7.4　UCLA孤独量表（第3版）

注意在量表中并没有出现“孤独”这个词。这是有意为之的。男性与女性相比更不

愿意承认他们孤独，所以量表并没有出现这个词。要计算你的得分，请把注有星号

题目的评分颠倒过来。如果该项你评为1，变成4；2变成3，3变成2，4则变成1。然

后合计你的评分。年轻男性往往比女性更孤独，他们的平均得分是42。年轻女性的

平均得分是39（Russell，1996）。男女两性得分的标准差都是9.5。所以，如果你

的得分等于或大于53，你就比大多数男性更孤独；如果你的得分等于或大于49，你

就比大多数女性更孤独。如果你的得分等于或小于31，你的孤独感就比大多数男性



更弱；如果你的得分等于或小于29，你的孤独感就比大多数女性更弱。顺带提一

下，老年人的平均得分是32。你的得分和他们比起来如何？

资料来源： Russell, D.W. (1996)

如果人们的社会联系非常糟糕则会受到伤害。在第1章我们曾提到

人类有归属需要，孤独正是归属需要得不到满足的恶果。长期来看，

孤独者与那些有着丰富、满意友情的人相比，他们的血压更高，血液

中应激荷尔蒙的水平也更高。他们的睡眠质量很差，免疫系统的功能

也不正常（Cacioppo & Hawkley，2009）。久而久之，孤独对老年人

整体幸福的损害非常明显：对美国爱荷华州3 000名老年人的追踪研究

发现，孤独的老人四年之后有40%的人进了疗养院，而社交活跃的老人

则只有10%的人进入养老院（Cutrona et al.，1997）。如果孤独持续

存在，会对我们的健康会造成非常糟糕的影响（ Hawkley &

Cacioppo，2007）。

然而，令人欣慰的是，孤独通常是一种短暂的状态。任何人与自

己的社交圈子隔离一段时间，都会感到苦恼，但它持续不了多久，重

新回到自己的社交圈子或者建立了新的友谊，孤独就会结束。令人不

安的是，与孤独有关的一些个人特征具有耐久性，只能逐渐地加以改

变（如果确实能改变的话）。举例来说，孤独具有遗传性。也就是

说，人与人之间孤独的变异约有一半（48%）来自基因的影响，这种影

响是出生时就继承的（Boomsma et al.，2005）。有些人在社会生活

中确实天生就比一般人更可能体验到孤独。的确，人们的人格特点能

预测他们后来孤独的程度；高水平的外倾性、随和性和尽责性都和低

孤独有关联，而高神经质会增加孤独的发生（Cacioppo et al.，

2006）。

孤独也会随着其他更具变化性的个人特征而变化。不安全型依恋

就是例子之一。依恋的两个维度——忧虑被弃和回避亲密——都与孤



独有关，人们忧虑和回避的程度越低，他们体验到的孤独一般更少

（Wiseman et al.，2006）。自尊是另一个影响孤独的可变化的特

征。和社会测量模型的自尊假设相一致，[7]不能和他人保持满意、充

实的人际联系的人一般也不怎么欣赏他们自己：孤独者倾向于低自尊

（Cacioppo et al.，2006）。

表7.5　是否拥有爱侣的男女之间的孤独对比

资料来源：Wheeler et al.，1983.

而且，平均而言男性比女性更孤独（Pinquart，2003），但更多

地取决于他们当前是否能与女性伙伴保持亲近。因为女性常常与其他

女性有着亲密的友谊，即使她们没有任何约会情人，她们在生活中通

常也能与其他女人分享亲密的情感。男性则相反，他们与其他男性只

能保持相对肤浅的人际交往，一般只有在与女性交往时，他们才能真

正敞开心扉。因此，男性似乎依赖于女性以避免孤独，而女性则不会

反过来依赖男性避免孤独（如表7.5所示）。

然而实际上更准确的说法是，大丈夫式的男性才真正需要女性来

防止孤独。能够促进人们有意义、充实的人际交往的心理要素之一是

表达性，[8]表达性是使人变得热情、敏感和亲切的品质，具有表达性

特征的人看来不太可能感到孤独（Wheeler et al.，1983）。女性往

往有较高的表达性，这可能是她们不会像男性那样孤独的主要原因。

但是双性化的男性也有着较高的表达性，与更传统的大丈夫式的男性



不同，他们并不比女性更孤独。所以，男性和女性在孤独上的总体差

异看来是一种性认同差异而非性生理差异。如果没有表达性高的伙伴

为伍，在他们的生活中注入亲密感，表达性低的人（当然包括大多数

男性）往往会感到孤独。但许多男性（大约三分之一）和大多数女性

的表达性一样高（Bem，1993），他们不需要依赖女性以防止孤独。

最后，如果人们感到孤独，他们的生活就会了无趣味。他们在对

待他人的消极态度上表现出的苦恼和绝望显而易见（Tsai & Reis，

2009）。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孤独者所怀疑和讨厌的人往往恰恰是他

们要向之寻求接纳和尊重的人。可能导致的结果是，他们的人际交往

通常单调沉闷、迟钝乏味。孤独者对别人的话语反应迟缓，不会询问

任何问题，从他人不带恶意的话语中却能品读出拒绝，所以与孤独者

聊天没有任何乐趣（Edwards et al.，2001）。此外，他们不会进行

太多的自我表露；他们的谈话通常淡漠肤浅、毫无意义，所以他们很

难形成他们所渴望建立的亲密关系（Cacioppo & Hawkley，2009）。

不幸的是，所有这些都逃不开别人的眼睛。孤独者愤世嫉俗的观

点和迟钝乏味、心不在焉的处世方式经常会引起他人的消极反应，他

人一般会认为孤独者并不十分了解和喜欢自己（Tsai & Reis，

2009）。孤独和羞怯相似，都存在可能的自我延续倾向，但孤独的效

应可能更加强烈。尽管羞怯行为实质上并无害处，羞怯者只不过显得

疏离冷漠，但孤独行为却有破坏作用，令人憎恶。羞怯者只是要与人

保持距离，但孤独者却会烦扰和激怒我们。在大学校园里，孤独的学

生与同伴的交往几乎和其他任何人一样多，但他们体验到支持和关爱

之类的积极结果较少，而消极结果（如冲突和怀疑）却较多（Hawkley

et al.，2005）。因而，即使孤独者身边有许多人，他们的行为方式

却令人生厌，这使得他们的孤独更严重。



雪上加霜的是，孤独还会引起抑郁（Cacioppo & Hawkley，

2009）。抑郁是比孤独更宽泛、更不满和苦恼的状态——孤独产生于

人际障碍，而抑郁则来源于各种各样的失落和挫折（Weeks et al.，

1980）——但他们能相互激化对方，抑郁使人更难有效率地行动以吸

引他人（Rehman et al.，2008）。除了悲观和忧郁之外，抑郁者还会

表现出可憎的行为模式，即过度寻求保证：他们持续不断地探查以确

保他人喜欢并接纳他们，但当他们得到保证后又质疑这种保证的真实

性（Haeffel et al.，2007）。在不满和焦虑中，他们仍继续寻求更



令人信服的安慰，也逐渐把他们伙伴的耐心消磨殆尽（Eberhart &

Hammen，2010）。

上述孤独的影响没有一条令人愉快。孤独者又应该怎样克服呢？

如果你现在正处于孤独，前面的论述可能看起来非常悲观，但并非完

全没有希望。有些人可能很容易遭逢孤独，但我们面对的环境显然也

有影响（Larose et al.，2002）。不利的环境会使任何人变得孤独

——但环境会发生变化，所以始终保持希望非常重要。孤独未必一直

持续。的确，当年轻人被催眠，并要求他们想象友谊和归属感的体验

时，则和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孤独感时相比，他们更少羞怯、更好交

际、更加快乐、更不孤独（Cacioppo et al.，2006）。个体的观念就

能引起巨大的变化。

不管是好是坏

孤独者往往对他人持有消极的态度，这使得他们更难克服孤独。

资料来源：c 1989 Lynn Johnston Productions. Dist. by Universal Press

Syndicate。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All rights reserved.

详而言之，如果大学新生能把他们的苦恼归因于不稳定、短暂的

影响因素，而不是他们自己或者其他人持久的缺陷，他们就能更轻松

地克服孤独（Cutrona，1982）。把自己的孤独判断为暂时的或能改变



的困难，就能乐观地期待事情会好转，而充满希望比消极悲观更有可

能医治好孤独（Newall et al.，2009）。再者，因为孤独产生于我们

所期望的伙伴关系与我们当前已拥有的人际关系之间的落差，所以孤

独者应该当心别把自己的眼光放得太高。例如，离家求学的莘莘学子

通常有段时间会感到孤独；孤独伴随着（新异的、陌生的）新环境而

发生（Weeks et al.，1980）。但接下来的一年，那些只想结交新朋

友的学生通常都能得偿所愿，变得不再孤独，而那些渴望寻觅浪漫爱

情的学生通常会感到失望，变得更加沮丧（Cutrona，1982）。

要克服孤独，我们就应该寻求新的友谊，而不是爱情，尽力使自

己显得友好。如果你现在正处于孤独，小心你自己的任何乖戾、自我

挫败态度（Masi et al.，2011）。你是否开始认为人们一般都是自私

的、浅薄的和没有爱心？这种消极的人生观几乎肯定地会降低你的魅

力，并且会变成自我实现的预言：你所期望的也许正是你所得到的。

的确，如果你能采用更积极的方法——关注他人的优秀品质，期望他

们愉悦友善，并且耐心地承认友谊的建立需要花费时间——你就可能

会享有与他人更有价值的交往。

请你思考

大卫和安妮在一起读研究生时成为最要好的朋友。他们同一年入

学，选修了同样的课程，还在课外的几个项目上一起精诚合作。他们

了解彼此，双方都尽责、聪明，并且完全尊敬和信任对方。他们彼此

知悉对方最私人的秘密。一起游玩时他们感到极大的快乐。他们都不

是墨守成规的人，能分享具有讽刺意味、不落俗套的幽默；其他人不

怎么看好的笑话，却经常能引起他们的开怀大笑。在安妮完成她博士

论文的那天晚上，他们喝醉了，几乎发生了性关系，却被人打断，机

会就这样溜走了。不久之后，他们毕业了，在美国不同的地方找到了



工作，他去了加州，而她去了明尼苏达。而今，6年之后，他们都已结

婚了，只能在每年的学术会议上才能见上一面。

你认为大卫和安妮之间的友谊未来会怎样？为什么？

[1] 如果需要提醒你什么是体验式取样，请翻到59页。（第2章仍然很有用，不是吗？）这项研究的参

与者要戴上无线寻呼机，从而在白天每两个小时就会提醒他们记录他们和谁在一起，做些什么。

[2] 的确，感知到的伴侣应答性如此重要，这是我第二次提到它了。在第5章159页曾提及它是影响自

我表露的重要因素。

[3] 这一聪明的论断当然过于简单化，因为它意味着女性朋友只会交谈而男性朋友只会玩乐，这当然

不符合实际。女性也和男性一样喜欢和朋友一起进行令人快乐的活动（Fehr，1996）。然而，男性与女性

相比，更不乐意和朋友分享他们的情感和恐惧，所以一般而言，情感分享这一特征的确能区分男女之间的

友谊（Marshall，2010）。

[4] 要提醒你工具性和表达性的特质吗？请翻到第1章24页。

[5] 参见第2章46页。

[6] 如何做请查看第225页的专栏7.2。

[7] 需要提醒你社会测量理论模型吗？请翻到第1章29页。

[8] 你可能已经记住了这个概念了，但如果你想回顾一下，请翻到第1章24~26页。



第8章 爱情

请你思考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某个人具有你所期待的所有品

质，但你还没有爱上他/她，你会与这个人结婚吗？大多数读者会说

不。在20世纪末，绝大多数的美国年轻人认为浪漫爱情是婚姻的必需

条件（Simpson et al.，1986）。除了人们对配偶所渴望的诸特性

（如热情、可靠性、长相吸引力等）外，西方文化下的年轻人大多数

还坚持认为浪漫和激情也应是婚姻的前提。这种观点非常新颖，所以

格外引人注目。纵观人类历史，通常择偶标准和浪漫爱情并无多大的

关联（Ackerman，1994）；人们的婚配有着政治的、经济的、实用的

和家庭的原因，而独独不会仅仅因为彼此相爱而结合。即使是在北

美，人们直到最近才开始觉得爱情是婚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1967

年，76%的美国女性和35%的美国男性还愿意与自己并不爱恋但各方面

都比较完美的伴侣结婚（Kephart，1967）。而现在，多数人会拒绝这

样的婚姻。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正在进行大胆的尝试。毕竟以前很少有人认

为爱情是人们结合不可或缺的原因（Coontz，2005）。如今全世界的

人都能体验到浪漫的激情，但仍有很多地方的人并不把爱情当作婚姻

的先决条件。北美文化认为爱情是人们结合的前提，并将之推崇到前

所未有高度（Hatfield & Rapson，2008）。这种观点正确吗？如果存

在多种多样、彼此重叠的“爱情”以及不同类型的爱人——而且更糟

的是，如果爱的激情和浪漫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那么建立在爱

情基础上的婚姻是否就会常常令人困惑和失望？

这一章我们就要考察这些问题，并通过了解社会心理学家的爱情

理论而避免这些问题的出现。我们先来学习人类认识爱情的简单历



史，然后思考不同形式的爱情和不同类型的爱人。最后，我们将以一

个大家都关心的问题来收尾：爱情能持续吗？（你的回答是什

么？）。

爱情简史

现代人普遍认为配偶应该彼此相爱，然而不同的文化对爱情却有

着不一样的看法（Hunt，1959）。许多年来，人们对爱情的态度体验

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有所变化：

● 文化价值：爱情是值得拥有的还是可有可无的情感体验？

● 性欲：爱情应该有性行为还是与性无关？

● 性取向：异性之间和同性之间都能相爱吗？

● 婚姻状况：爱情只专属于婚姻，还是可以保留给第三者？

不同的社会文化对这四个问题的回答不尽相同，从而会形成截然

不同的爱情模式：即爱情是什么？爱情应该是什么？

比如在古希腊，痴恋某个人会被视为疯狂，而与婚姻或家庭生活

没有一点关系。相反，古希腊人崇尚柏拉图式的爱情，表现为两位男

性之间不带性欲色彩的爱慕。

在古埃及，具有王室血统的人通常与他们的同族结婚；在古罗

马，“婚姻的目的是为了生养小孩、结交盟友和建立血缘纽带……丈

夫和妻子应该成为朋友，和睦相处。幸福和肉体享乐都不是婚姻生活

的内容。性行为只是为了生养婴儿”（Ackerman，1994，p.37）。



在12世纪的欧洲，异性之间的爱情被冠以“宫廷爱情”（courtly

love）的美誉，它有着更为积极的内涵。宫廷爱情需要骑士们把爱情

作为一种高贵的精神追求，孜孜以求地献身于贵妇人。这种爱非常地

理想化、非常优雅——至少在理论上——与性无关。宫廷爱情显然又

是不合礼仪的婚外情。宫廷爱情中的男主角通常未婚，但女主角却是

有夫之妇！在中世纪，没有人指望婚姻浪漫；相反，婚姻是与政治和

财产有关的非常严肃的主题。的确，对异性产生的强烈的性欲望被人

们视为“通往地狱的险恶之门，即使在夫妻之间也不能容忍”（

Ackerman，1994，p.46）。

在随后的500年，人们开始认为充满激情的爱情也是值得拥有的，

但这种爱情常常注定要失败。要么情侣双方受到阻挠而不能结合在一

起（经常是因为他们已经和其他人结了婚），要么在两人的爱情实现

之前一方或者双方死亡。一直到17和18世纪，欧洲人（特别是英国

人）才相信浪漫的激情偶尔也会有“幸福的结局”。然而，当时人们

并不普遍认为夫妻彼此之间应该拥有充满激情和浪漫的婚姻。

即使在今天，全世界仍只有局部地区的人确信浪漫爱情应该与婚

姻联系在一起。不过，现在的你可能会认为爱情和婚姻相伴相随，缺

一不可。为什么你的观念会与过去大多数人的看法不同？为什么北美

人对因爱而婚这个观念的接纳和热衷最为彻底（Hatfield & Rapson，

2008）？这也许是因为美国个人主义的盛行和经济大繁荣（这使得大

多数年轻人能够离家独居，并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婚姻伴侣），以及没

有种姓制度或家族控制。个体（而非家庭）应该根据情感的依恋（而

不是经济条件）来选择婚配对象，美国人对这一择偶观的理解和重视

程度要远胜于大多数其他国家的人。年轻人应该离开父母，自由地恋

爱，自主地决定婚姻，并把恋人带回家与家人见面，这样一种恋爱婚

姻观，许多地方的人现在仍认为这是一种荒谬之极的婚恋观（Buunk

et al.，2010）。



无论如何，我们来总结一下刚刚提到的关于爱情的所有不同观

点：

● 爱情是一种疯狂。

● 爱情与婚姻几乎没有关系。

● 最完美的爱情发生于同性之间。

● 爱情并不需要有性接触。

● 爱情是高贵的精神追求。

● 爱情注定要破灭。

● 爱情可以是幸福美满的。

● 爱情和婚姻相伴相随。

以上对于爱情的区分只是反映了普通的文化和历史差异

（Hatfield & Rapson，2008）。然而，这些不同的观点也反映了一个

重要的事实：爱情的形式多种多样。下面我们就考察各种各样的爱

情。

爱情类型

咨询专栏作家安·兰德斯（Ann Landers）曾经遇到过一位非常苦

闷的女士，因为在和恋人结婚不久之后，她对爱人强烈的爱恋就渐渐

减弱了。兰德斯认为那位女士所认为的“世纪之恋”并不是“真正的

爱情，只不过是一对性腺的相互吸引”（ Landers，1982，p.2）。兰

德斯断言，沉迷于色欲和真正的爱情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别，爱情比纯



粹的激情更为深刻和丰富。爱情是构筑在宽容、关爱和沟通的基础之

上，爱情是“熊熊燃烧着的友谊”（p.12）。

兰德斯的观点是否符合你对浪漫爱情的体验？浪漫爱情和疯狂痴

恋之间是否有差别？根据下面的爱情三角理论，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

可能都是肯定的。

爱情三角理论

罗伯特·斯腾伯格（Robert Sternberg）认为各种不同的爱情都

能由三个构成成分组合而成（Sternberg，1987，2006）。爱情的第一

个成分是亲密（intimacy），包括热情、理解、沟通、支持和分享等

爱情关系中常见的特征。第二个成分是激情（passion），其主要特征

为性的唤醒和欲望。激情常以性渴望的形式出现，但任何能使伴侣感

到满足的强烈情感需要都可以归入此类。爱情的最后一个成分是承诺

（commitment），指投身于爱情和努力维护爱情的决心。承诺在本质

上主要是认知性的，而亲密是情感性的，激情则是一种动机或者驱

力。恋爱关系的“火热”来自激情，温情来自亲密；相形之下，承诺

反映的则是完全与情感或性情无关的决策。

爱情三角理论认为，这三个成分就是爱情三角形的三条边，可以

描绘两个人之间的爱情。每个成分的强度都可由低到高地变化，所以

爱情的三角形可能有各种大小和形状。实际上可能存在无数的形状，

为了简化，我们只考察几种相对纯粹的爱情类型，即某一成分非常低

而其他成分充足的爱情三角形。在探讨下面几种爱情类型之前，你应

该记住在现实生活中，这样明确定义的纯粹爱情体验或许并不多见。

● 无爱（nonlove）。如果亲密、激情和承诺三者都缺失，爱情

就不存在。两个人可能仅仅是泛泛之交而不是朋友，彼此的关系是随



意、肤浅和不受约束的。

● 喜欢（liking）。当亲密程度高而激情和承诺都非常低时，就

是喜欢。喜欢多表现在友谊之中，伙伴双方有着真正的亲近和温情，

却不会唤起激情或者与对方共度余生的期望。如果某个朋友的确能唤

起你的激情，或者当他/她离开的时候你会强烈地思慕，那么你们之间

的关系就已经超越了喜欢，变成其他类型的了。

● 迷恋（infatuation）。缺乏亲密或承诺却有着强烈的激情即

是迷恋。当人们被几乎不认识的人激起欲望就会有这种体验。斯腾伯

格（Sternberg，1987）承认他曾经痛苦地痴恋过一位在10年级的生物

课堂上从未说过话的女生；为她衣带渐宽却从来没有勇气去认识她。

他现在认为这种爱情就仅仅是激情。他对她的爱就是迷恋。

● 空爱（empty love）。没有亲密或激情的承诺就是空虚的爱。

在西方文化中，这种爱常见于激情燃尽的爱情关系中，既没有温情也

没有激情，仅仅只在一起过日子。不过在有包办婚姻的社会中，空爱

或许是配偶们生活在一起的第一个阶段，而不是最后一个阶段。



爱情可以持续终生。你认为这对夫妻持续的是怎样一种爱情？

你的爱情或许不太符合上述的任何一种类型。这可能是因为这几

种类型都缺失爱情的一些重要成分——这正是斯腾伯格的观点。爱情

是复杂的体验，如果我们把爱情的三个组成部分结合起来形成更复杂

的爱情形态，这一观点就更清楚。

● 浪漫之爱（romantic love）。浪漫的爱情有着强烈的亲密感

和激情。可以把它视为喜欢和迷恋的结合。人们常常会表现出对浪漫

爱情的承诺，但斯腾伯格认为承诺并非浪漫之爱的典型特征。比如夏

日之恋可能非常浪漫，即使双方都知道夏季一结束爱情也就走到了尽

头。

● 相伴之爱（companionate love）。亲密和承诺结合在一起所

形成的爱就是相伴之爱。相伴之爱的双方会努力维持深刻、长期的友



谊，这种爱情表现出亲近、沟通、分享以及对爱情关系的巨大投入。

相伴之爱的典型例子是长久而幸福的婚姻，虽然年轻时的激情已逐渐

消失。

● 愚昧之爱（fatuous love）。缺失亲密的激情和承诺会产生愚

蠢的爱情体验即愚昧之爱。这种爱情会发生在旋风般的求爱中，在压

倒一切的激情基础上双方会闪电般地快速结婚，但彼此并不十分了解

或喜欢对方。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爱人在迷恋对方时投入太多——

很可能得不偿失。

● 完美之爱（consummate love）。最后，当爱情的三个成分

——亲密、激情和承诺——都非常充足时，人们就能体验到“彻底

的”或完美的爱情。这是许多人都追求的爱情类型，但斯腾伯格

（Sternberg，1987）认为完美之爱非常类似于减肥：短时间里容易做

到，但很难长久坚持。

所以，根据爱情三角理论，“我爱你”这样一句简单的陈述可能

包含许多不同的情感体验（在表8.1中总结了爱情的不同类型）。另一

个使爱情变得难于理解的复杂情形是，爱情的三个组成成分会随着时

间发生变化，所以某对特定的爱情伴侣在不同时期可能会体验到各种

不同类型的爱情。不过在爱情的三个成分中，激情是最容易发生变

化，也是最不容易控制的成分。所以我们会发现自己对伴侣的欲望急

剧飙升，随后又迅速消退，我们很难有意识地控制这些变化

（Sternberg，1987）。

三角理论正确吗？这些主张准确吗？请思考一下，如果三角理论

对浪漫爱情的描述是正确的，则浪漫之爱的主要成分之一——高水平

的激情——可能难以持续。不过要想知道爱情是否能持续，还需考虑

许多因素，稍后再来考察这个问题。目前我们需要注意：亲密、激情

和承诺这三个成分在爱情关系中都很重要（Aron & Westbay，



1996）；具体来说，每个成分都可以使爱情关系令人满意，在最有奖

赏价值的爱情关系中，这三个成分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Sternberg，

2006）。

表8.1　爱情三角理论：爱情关系的类型

资料来源：Sternberg，2006.

生理学的视角

对爱情生理基础的研究也表明激情与亲密是完全不同的体验。调

控性欲望的脑区看来与支配依恋情感和对爱人承诺的脑区截然不同

（Diamond，2004）。在对爱情最尖端的研究中，研究者采用fMRI技术

来考察人们观看其爱人（其他人作为对比）时的大脑活动，结果发现

激情所激活的脑区与爱慕之情、承诺所激活的脑区并不相同，这一点

在美国（Aron et al.，2005）和中国都一样（Xu et al.，2011）。

所以，事实上，我们并不爱恋的人也完全有可能勾起我们强烈的性欲

望，而从使我们快乐地依恋的人身上却可能感觉不到多少激情

（Diamond，2004）。（这一点你也许已经认识到了。）

的确，心理学家海伦·费希尔（Helen Fisher）认为存在三种既

相互联系又截然不同的生物系统控制着爱情成分（Fisher，2006），



这具有演化学上的意义。首先是性欲或性驱力，由性荷尔蒙调控。性

欲使得人们有了与人交媾的动机，从而促使人们成功地进行繁殖。其

次是吸引力，促使人们追求他们所偏爱的特定的恋人。吸引力通过激

起浪漫的爱情促使人们形成稳定的配偶联系，它由特定脑区里控制奖

赏情感的神经递质多巴胺（dopamine）和（可能的）5—羟色胺

（serotonin）来调控（Aron et al.，2008）。当我们坠入爱河，多

巴胺水平就会上升，从而引起兴奋和欣喜，而5—羟色胺水平的下降可

以给予我们足够的能量去不知疲倦地追求心上人。神经递质的这种混

合或许正是“爱人们感到欣快、精神抖擞、乐观豁达和精力充沛，并

能快乐地秉烛夜谈，通宵达旦；或者连续数小时不停地做爱的原因”

（ Ackerman，1994，p.165）。的确，当人们真正坠入爱河时，只要

看一下爱人就使疼痛不再那么难受。浪漫的爱情还会激活止痛药影响

的脑区，当年轻的恋人看到情人时果然能无视疼痛（由贴在手上的计

算机控制的加热垫造成），而如果看不到情人这种疼痛非常令人苦恼

（Younger et al.，2010）。最后是依恋，这里的依恋是指长期的伴

侣关系所带来的舒适、安全的情感。这种情感使得夫妻们厮守在一起

的时间足够长，从而能保护和供养他们年幼的子女。依恋驱动的是相

伴之爱，由神经肽催产素（oxytocin）调节（依恋的时间越长催产素

含量越高）。

所以，我们天生就具有演化而来的三个不同的生理系统，它们各

自促进了人们的成功繁殖过程——它们也支持了这样一种可能的结

果：激情、亲密和承诺的体验彼此相当独立，在任何时间都能各自独

立地发生强弱变化。另一方面，在很多爱情关系中，亲密、激情和承

诺的情感体验又相互有着明显的关联（Whitley，1993）。例如，如果

男性翻看色情书刊有了性唤醒，则比他们没有“性兴奋”时更加爱恋

他们的伴侣（Dermer & Pyszczynski，1978）。



因此，正如前文所提醒的那样，在现实生活中，三角理论所清晰

界定的爱情看来并非如此泾渭分明。人们对爱的实际体验是复杂的。

比如，母亲对儿子的舐犊之情可能和他对自己母亲的跪乳之恩相似，

但这两种情爱也可能存在有意义的差别，对此三角理论并不能很好地

进行解释。不同类型的爱可能以更混杂、更令人困惑的方式交错重

叠，这超出了三角理论的范围（Fehr，2006）。

然而，三角理论为研究不同类型的爱情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理

论框架。无论它是否完全正确，从长期来看，它发现了在许多爱情关

系中都特别有可能出现的两种类型的爱情。下面我们便仔细地来考察

这两种爱情。

浪漫狂热之爱

是否有人曾告诉过你，“我爱你，但并没有浪漫的激情”？如果

真的如此，可能并非什么好事。或许你已知道，这人想说的是，“我

喜欢你，我关心你，你是个很优秀的人，有很多美好的品质等等，但

我却觉得你没有性的吸引力”（Myers & Berscheid， 1997，

p.360）。正如爱情三角理论所指出的，性的吸引力（或者“激情”）

是浪漫的爱情必不可少的特征之一（Regan，2008）。所以如果你的恋

人对你说“我只是想和你做朋友”，会令你很受打击。



浪漫的爱情包含激情，这一点非常重要。值得一提的是，任何形

式的强烈唤醒，无论好坏，都会影响我们对浪漫爱情的感受。

唤醒

一项对浪漫之爱的经典分析认为，激情洋溢的吸引力根源于两个

因素：（1）生理唤醒，如心跳加快，并伴随（2）相信另一个人是引

起你唤醒的原因（Berscheid & Walster，1974）。根据这一双因素观



点，当情感唤醒是由于出现了另外一个有吸引力的人时，浪漫的爱情

就会产生，或者至少得以增强。

设想这样一种情境：你正在温哥华的一个公园里游玩，你准备通

过一座由木板铺成的狭长吊索桥，桥下是深达几十米的陡峭峡谷。木

桥的绳索栏杆很低，只能够到你的腰部，你走在上面时桥还会上下左

右晃动。远处是从岩石丛中穿过的小溪，当你通过小桥时，你（和大

多数人一样）会情不自禁地感到紧张和兴奋（或许还有表露在外的恐

惧）。但在这座不安全的小桥中央，你会遇见一位有吸引力的异性，

此人会邀请你回答一些问题。你会看到一张图片并要据此编出一个故

事，随后这位面谈者会热情地感谢你，并提出如果你有任何问题都可

以致电问询。这位在桥上邂逅的人对你的吸引力如何？

这正是达顿和阿伦（Dutton & Aron，1974）在其著名的实验中所

问的问题，他们派出美丽的女性去会见只身一人的年轻男性（年龄在

19~35岁之间），会见的情境有两种，其一是在可怕的吊索桥中央，其

二是在公园里另一处又宽又稳、只比地面高出几米的桥中央。研究者

对男性参与者所编故事的性想象力进行了评分，达顿和阿伦发现，位

于摇晃的吊索桥上的男性的性想象力要强于另一座桥上的男性。此

外，这些男性后来更有可能往女助手的家里打电话。女助手对于他们

更有吸引力，由危险的桥梁所引起的唤醒（或者恐惧）显然会激起他

们对女助手的兴趣。在不太令人紧张的地点碰到同一位女助手的男性

却觉得她的吸引力比较弱。在危险的桥梁上，恐惧显然增强了吸引

力。

表8.2　唤醒和吸引力



资料来源：White，Fishbein，& Rutstein，1981.

是这样吗？摇晃的桥所引起的紧张兴奋真的会被误认为，或者至

少部分地以为是陌生人所具有的浪漫吸引力？请试试以下的实验程

序：假设你是位年轻的男子，在某个地方跑完2分钟或者15秒，结果你

的脉搏会加快、呼吸变得急促，或者你只比平时稍微多一点唤醒。带

着这两种高低不同的唤醒，你进入另一个房间，观看一个你以为马上

就能见到的年轻女子的录像。你和其他的男性看到的都是同一个女

子，但由于化妆的作用，该女子要么看起来非常有吸引力，要么一点

也没有吸引力。你对她会有怎样的想法呢？真实研究中的参与者报告

他们的反应时，结果很明显，高唤醒加强了他们对该女子的反应强度

（White et al.，1981）。有吸引力版本的女子比无吸引力版本的女

子总是受到偏爱。但从表8.2我们可以看出，男性在唤醒时，更加喜欢

有吸引力的女子，更不喜欢无吸引力的女子。高唤醒放大了男性的反

应，所以当男性在脉搏加快时遇到有吸引力的女子，就会真的以为她

性感。

而且，唤醒对吸引力的影响并不依赖于唤醒类型。在另一项研究

中（White et al.，1981），男性参与者要听以下三段录音中的一

段：



● 负性的唤醒：描述罪犯当着被害人家属的面，将一位传教士残

忍地杀害并肢解。

● 正性的唤醒：史蒂夫·马丁的喜剧集《狂野男子》[1]中的片

段。

● 中性：对青蛙循环系统的枯燥解说。

然后，跟刚才的实验程序一样，男性参与者要观看有吸引力或无

吸引力的女子录像，并给出对她的印象。唤醒再一次增强了吸引力，

而与唤醒的类型毫无瓜葛。当男性体验到强烈的感情时——无论是对

有趣内容的哈哈大笑，还是对血腥内容的讨厌恶心——与听到枯燥的

生物学磁带相比，他们认为迷人的女子更有吸引力，而无吸引力的女

子则更没有吸引力。

表8.3　精简的爱之激情量表



资料来源：Hatfield & Sprecher，1986.

总而言之，这些研究表明肾上腺素增强了人们的爱情体验。不同

类型的高唤醒，包括简单的体力活动和恐惧、厌恶、快乐等情绪状

态，似乎都可以提高我们对合意伴侣所感受到的浪漫吸引力。请思考

一下它对于我们生活的意义：你是否曾经与爱人大声争吵，而几分钟



之后“亲吻、和解”会显得格外亲密？或许你的愤怒增加了随后的激

情？这是否就是“恋爱中”的感觉？

在某种程度上而言，的确是这样。测量浪漫爱情的激情成分的实

用工具是《爱之激情量表》（Passionate Love Scale）。表8.3是此

量表的精简版；你可以看出，该量表测量了对所爱之人的着迷、痴

恋、渴望和感情的强烈程度。陷入浪漫爱情的程度越深，个体在爱之

激情量表上的得分就越高，在伴侣双方订婚或同居时分数会趋于平缓

（Hatfield & Sprecher，1986）。（注意，我们前面曾提到，美国的

情侣是在他们的激情高峰时做出结婚或同居决定的。）从爱之激情量

表中表现出的浪漫爱情是一种需要和欲望——当反过来被人爱上时感

到狂喜，当被人拒绝时则会极度痛苦——这些清晰的反应在被唤醒时

比平静放松时更加强烈。

所以，浪漫爱情的一个方面就是高度唤醒的兴奋和欢快，各种能

使我们兴奋的事件都可以增加我们对伴侣的爱恋。然而浪漫不仅仅是

激情，还涉及我们的思维。

思维

浪漫爱情的双因素理论强调我们的思维和信念在解释唤醒时所起

的作用。我们的判断也会以其他方式和浪漫发生关联，比如爱人对彼

此的看法显然不同于对朋友的看法。这些区别在齐克·鲁宾（Zick

Rubin）于1973年编制的爱情量表（Love Scale）和喜欢量表（Liking

Scale）中显而易见。在哈特菲尔德和斯普雷彻（Hatfield &

Sprecher，1986）编制爱之激情量表的数年前，鲁宾就制作了反映广

泛人际态度的数十条陈述，并要求人们用这些句子来描述自己的爱人

和朋友。爱情量表上描述浪漫爱情的项目，可以部分地表明爱侣们的

所思所想。



爱情量表上的内容之一是亲密，这一点和爱情三角理论定义的一

样。浪漫爱情的特征是开放、沟通和信任（见表8.4的第一项）。第二

个内容是对依赖的需要（见表8.4的第二项）。依赖项目描述的是热切

地渴望与伴侣发生接触，这点与我们讨论过的激情有着很大的共同

性。不过爱情量表的最后一项内容描述的情感却是三角理论所未提及

的：关爱。浪漫的爱人关心伴侣的福利和幸福（见第三项）。他们愿

意照顾好自己的伴侣，让他们幸福。

表8.4　鲁宾（Rubin，1973）的爱情和喜欢量表：示例项目

因而，如同其他理论归纳出的爱情特征一样（如Fehr，2006），

爱情量表把浪漫的爱情描绘成一种多层面的体验，既有付出（即关

爱）也有索取（即依赖）。如果你爱上某个人，这可能有自私的成分

——你爱恋伴侣是因为对方让你感觉到有可爱之处——也有慷慨的成

分；你真的关心你的伴侣，会努力满足并保护他/她。（事实上，对我

们所爱之人富有同情心的关怀或许能定义另一种爱情，见专栏8.2。）

此外，这些不同的情绪都有着相对的强度和紧迫性：你会为情侣做任

何事，如果没有对方你会很痛苦。

把这些想法和情感与对朋友的想法和情感进行比较。如同你在表

8.4所看到的，喜欢量表看上去平和得多。人们会因为朋友好、适应能



力强、可爱而喜欢他们。但人们爱恋自己的爱人，是因为需要他们，

并且愿意为对方做任何事情。浪漫爱情的思维里有一种热切之情，这

是仅仅喜欢别人所缺乏的。

人们对伴侣做出的特殊判断也很重要。正如我们在第4章所看到

的，人们往往对伴侣有着乐观美好的看法，爱得最深时对爱人的理想

化和赞美也达到了巅峰。事实上，一旦产生了浪漫的爱情，人们会开

始忽略有关未来伴侣的不好信息，或者重新解释这些信息。假设你是

位男大学生，要去扮演饭店的经理，评价一位女子向你宣传的广告

（Goodwin et al.，2002）。你会看到该女子的演讲录像，其表现可

能连贯而睿智，也可能笨拙而无能。你能分辨这两份宣传工作称职与

否吗？当然可以。但如果你知道自己将在周五和该女子约会，结果又

会怎样？可能发生的浪漫爱情是否会影响你的判断？你或许认为不

会，但当男性参与者真正参与这样的实验程序时，浪漫起了很大的影

响作用，如图8.1所示。即将到来的约会显然会严重影响男性参与者的

判断，如同施加了魔法，把对方极其糟糕的工作评价为很高质量的成

就。当浪漫因素可能起作用时，工作优劣的任何区别就会完全消失。

此类研究结果都表明，现实中“爱情是盲目的”：人们会低估或

忽视爱侣的缺点。他们将爱侣的形象理想化，这与他们面对的具体事

实有着重大差别。事实上，爱情和友谊的主要差别在于我们的想象

——爱侣是迷人、神秘而且有吸引力的，而朋友则不是这样（Aron et

al.，2008）。



图8.1　爱情是盲目的

当男性期望与一位女性约会时，会认为她糟糕的工作比实际情况要好得多

资料来源：Goodwin et al.，2002.

浪漫的爱情还能让我们更轻易地把那些对当前伴侣具有挑战性、

对我们有一定诱惑力的替代伴侣抛在脑后。请看另一个耐人寻味的实

验程序：设想你要翻看一些有吸引力的异性照片，挑出最好看的一

张，并写下短评：（1）为什么此人有吸引力，（2）与此人完美的第

一次会面会是怎样的情形。显而易见，研究者要让你思索能替代你当

前浪漫伴侣的迷人候选人（Gonzaga et al.，2008）。但更复杂的情

形是；在你写下对伴侣的爱恋、对伴侣的性欲望或你当前的想法时，

研究者现在要求你把替代伴侣的幻想置诸脑后，并不再去想替代伴

侣，你能做到吗？如果你在心里默诵你对伴侣的爱恋就能做到。与其

他两种条件相比，当参与者想象对伴侣的爱恋时，就能更好地从替代



伴侣那里转移注意力（并且对替代伴侣的容貌的记忆效果更差）。很

明显，爱情能帮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爱恋的伴侣身上，从而排

斥其他人。时刻牢记我们与伴侣的浪漫爱情，甚至能让我们在一开始

就不太可能注意其他有吸引力的人（Maner et al.，2008）。

最后，当我们坠入爱河时，甚至我们对自己的看法都会发生改

变。阿瑟·阿伦和伊莱恩·阿伦夫妻俩都是社会心理学家，他们提出

的自我延伸模型（self-expansion model）认为，随着伴侣给我们带

来了新的体验和新的社会角色，爱情会使我们的自我概念得到扩展和

变化，我们会渐渐了解我们以前所不认识的自己（Aron & Aron，

2006）。的确，一项对恋爱的年轻人跟踪10周的研究发现，他们的自

我概念变得更加多样化，自尊也得到提升，这就是为什么堕入爱河让

人如此快乐的两个原因（Aron et al.，1995）。

所有这些都是很有说服力的内容。浪漫且充满激情的爱情所具有

的唤醒和认知特征包含了波涛汹涌的感情、想象力和理想化，有时还

会出现痴迷的情形（Aron et al.，2008）。正是这种复杂、狂热的状

态的出现，才使得大多数北美人开始考虑结婚的问题。然而，浪漫的

激情或许并不是他们在随后的岁月里能维持婚姻的原因。爱情关系的

持久可能更多地与相伴之爱有关。

相伴之爱

相伴之爱并不依赖于激情，所以它比浪漫之爱更为稳定。三角理

论认为相伴之爱是亲密和承诺的结合，但我们可以更充分地把它描绘

成“对可爱伴侣的舒心的、温情的、信任的爱恋，它以深厚的友谊为

基础，包含相伴相随、共同的爱好活动、互相关注和一起欢笑”

（Grote & Frieze，1994，p.275）。它的表现形式是丰富、忠诚的友

谊，而对方就是与我们的生活相互交织的人。



相伴之爱看上去令人愉悦，但与浪漫激情的狂喜相比，是否显得

有点平淡乏味？可能是这样，但你或许会习惯于这种爱。当问及数以

百计的结婚至少15年以上的夫妻，为什么他们的婚姻能持续时，他们

并没有像浪漫的爱人所认为的那样，会为配偶做任何事情或者失去对

方会很痛苦（Lauer & Lauer，1985）。恰恰相反，男女双方提到的两

个最多的理由是（1）“配偶是我最好的朋友”，（2）“我很喜欢配

偶这个人”。持续满意的婚姻似乎包括了很多成分的相伴之爱。

测量相伴之 爱的实用工具是《基于友谊的爱情量表》

（Friendship-Based Love Scale，Nancy Grote & Irene Frieze，

1994）。正如表8.5所示，该量表描述的情感与爱之激情量表存在很大

的差异；友谊和陪伴在基于友谊的爱情量表上比爱之激情量表更为明

显。

表8.5　基于友谊的爱情量表

资料来源：Grote & Frieze，1994.



当然，在浪漫爱情的背景下也能产生深厚的友谊。有一项研究发

现，44%的年轻人在婚前表示，浪漫的情侣也是他们最亲近的朋友

（Hendrick & Hendrick，1993）。不过，当友谊也成为浪漫爱情的一

部分时，友谊就会和性唤醒及激情相结合（有时混淆在一起）。在相

伴之爱中更容易觉察友谊的重要性，此时亲密伴随承诺一起出现。而

在浪漫爱情中较不容易觉察友谊，此时亲密是和激情同时出现的。

生理基础

相伴之爱还与浪漫之爱具有不同的生理基础。促进人放松并减少

压力的神经肽催产素好像与相伴之爱有关（MacDonald & MacDonald，

2010）。处在分娩和哺乳期的妈妈会分泌催产素（事实上，催产素的

合成制剂（pitocin）常用来诱导分娩），年轻妈妈血液中催产素含量

越多，就越会搂抱婴儿、与婴儿喃喃细语、照看婴儿并微笑（Feldman

et al.，2007）。对于成人，爱人的接吻会刺激催产素的释放（Hill

et al.，2009），尤其在性高潮时会释放大量的催产素；催产素可能

正是夫妻在做爱之后会感到放松和嗜睡的原因之一（Floyd，2006）。

而且，血液中催产素含量高的人在与配偶讨论棘手问题时往往显得更

温和、更善良（Gouin et al.，2010），实验参与者在与恋人争吵时

闻到催产素喷剂后会开始变得更放松（Ditzen et al.，2009）。他们

还变得对陌生人更为信任（Theodoridou et al.，2009）。这些现象

表明催产素能产生令人安宁的宽慰作用，还能使有血缘关系的人之间

彼此更加依恋（Floyd，2006）。简而言之，催产素的释放或许是相伴

之爱产生的生物基础。



不过，即便多巴胺是浪漫爱情的重要参与者，催产素是相伴之爱

的核心成分，这两种化学物质在人的身体内总有一定的含量，所以很

少能遇上纯粹的浪漫之爱和相伴之爱，即只出现一种而缺乏另一种的

爱情。相伴的爱人可以，也的确能体验到激情；同样浪漫的爱人可

以，也的确能体验到承诺。当我们真正经历爱情时，浪漫之爱和相伴

之爱这两种爱情的区分要远比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模糊得多（Fehr，

2006）。尽管如此，只要我们愿意容许一些模棱两可，就可以得出结



论，美国人的爱情关系中存在两种最常见的类型：一种爱情充满激

情，最终会使人们彼此成双配对，另一种爱情充满友谊，是爱情关系

历久不衰的基础。久而久之，在持续的爱情关系中相伴之爱一般要强

于浪漫、充满激情的爱情，它也与人们对爱情的满足有更高的相关

（Fehr，2001）。在本章最后我们还会谈到这一点。

同情之爱

在成功的浪漫关系中还有第三种爱情（Berscheid，2010），爱情

三角理论对此并无介绍，因为该理论并不认为对伴侣周到体贴的关爱

也是爱情的特定成分。但关爱却有可能是爱情中的成分。对伴侣的幸

福进行利他主义的关心和关注是同情之爱（compassionate love）的

定义性特征，这种爱结合了亲密中的信任及理解与同情及关爱，关爱

中包含同理心、无私和为爱人牺牲的意愿（Fehr & Sprecher，

2009b）。（在我们进一步探讨之前，先花点时间来考察“同情的”爱

情这个说法。同情之爱听起来好像结合了浪漫、充满激情的爱情[显然

包含了激情]和相伴之爱[当然与陪伴有关]；但它与这两者都不同。同

情包含了对他人的同理心和帮助他人的仁慈愿望。请不要混淆相伴之

爱与同情之爱。）

具有同情之爱的人往往会与爱人同甘共苦，宁愿自己受苦，也不

让自己亲近的人受到伤害。他们大方且有同理心，对爱人的关注和关

爱在《同情之爱量表》上一览无遗（Sprecher & Fehr，2005）（见表

8.6）。如你所料，富于同情之爱的人比缺乏同情心的人能为伴侣提供

更多的支持，救灾时捐献更多的金钱（Fehr & Sprecher，2009a），

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也会有更多的快乐（Sprecher et al.，2007）。

表8.6　同情之爱量表上的项目



同情之爱与浪漫之爱、相伴之爱的体验有着很高的相关（他们都

有共同的亲密成分），但仍存在值得注意的差异。浪漫之爱是“盲目

的”，但同情之爱却根源于对伴侣优点和缺点更准确的理解之上；我

们认识到他们的不足，但我们不管怎样还是爱他们（Neff & Karney，

2009）。同情之爱中无私关照的核心特征可能是无价的，能保护和维

系亲密关系，即使伴侣因为年龄垂垂老矣，或者“因为厄运让伴侣意

外从好变差”（Berscheid，2010，p.17）。同情之爱对于长期亲密关

系的持续满足是否必要？我们并不知道答案：这类研究还没做完。不

过，对伴侣富有同情心的关爱，和激情和友谊一样，或许都是最美妙

的爱情体验的重要成分。

爱恋风格

另一套区分不同类型的爱情体验的体系是由社会学家约翰·艾伦

·李（John Alan Lee）提出的，他采用希腊和拉丁词语来描述六种爱

情风格，它们的差别表现在爱恋情感的强烈程度、对爱人的承诺程

度、期待的爱人特征以及得到对方回报的爱情期望（Lee，1988，见表

8.7）。第一种风格是情欲之爱（eros），与人的色欲有关。情欲之爱

有着强烈的肉欲色彩，这种风格的情人可能会严重受到外表长相的影

响，相信一见钟情。

第二种风格是游戏之爱（ludus），视爱情为没有约束的游戏。这

类爱人常常反复无常，（试图）同时拥有几个伴侣。相形之下，第三



种风格友谊之爱（storge），引导人们不再重视强烈的情感，而去寻

求真正的友谊，逐渐发展为真实的承诺。

表8.7　爱恋风格

资料来源：Lee，1988.

第四种风格狂热之爱（mania）难以满足、占有欲强，充斥着生动

的幻想和沉迷。第五种风格利他之爱（agape）无偿付出、利他、无

私，把爱情视为一种职责。最后一种风格现实之爱（pragma）客观而

务实，使人冷静地寻找理论上和自己最般配的伴侣。

这些区分有用吗？把这六种爱恋风格视为爱情体验的六个方面更

加有意义，而不要把它们看成另外的爱情类型。它们会发生交叉重

叠，与我们已知的爱情类型有着各自不同的关联。具体来看，友谊之

爱、狂热之爱及现实之爱与浪漫之爱、相伴之爱或同情之爱共同点很

少；疯狂之爱的痴迷、友谊之爱的沉静、现实之爱的务实与后三种爱

情的核心成分（爱恋的亲密感）显然不同（Graham，2011）。不过，

三角理论中爱情所有三种成分（亲密、激情与承诺）都与情欲之爱及

利他之爱存在正相关（记住爱情既包含给予又包含接受），而与游戏

之爱负相关（这表明爱情是严肃的）（Graham，2011）。故而李所描

述的某些爱情类型（Lee,1998）与其他研究较多的爱情类型有关，但

也有些没有关系。苏珊和克莱德·亨德里克（Susan & Clyde



Hendrick）夫妻编制了《爱情态度量表》（Love Attitudes Scale）

来测量人们对这六种爱恋风格的认可程度，结果发现男性在游戏之爱

上的得分高于女性，而女性在友谊之爱和现实之爱上的得分高于男性

（Hendrick & Hendrick，2006）。其他研究者发现人们存在一种倾向

性，即对爱情持有相似态度的人更容易成双配对（Morrow et al.，

1995）。一般而言，爱情风格提醒我们，要注意有时容易被忽略的、

影响爱情的个人因素（如实用性）。

爱情的个体和文化差异

显然，当人们说“我爱你”时，会感受到各种不同的情感。更复

杂的是，某些人更有可能体验到某种类型的爱情。若干个体差异及文

化差异都与爱情有关，我们先探讨爱情是否具有文化差异。

文化

如果你使用fMRI，就会发现中国与美国的浪漫爱情看起来完全一

样：两种文化的人看到自己浪漫伴侣的照片时激活的脑区一样（Xu et

al.，2011）。这并不奇怪，因为浪漫的爱情看来是普遍的人类经验，

在世界各地的人身上都会出现（Hatfield et al.，2007）。浪漫之爱

与相伴之爱的区别在东西方文化中也很明显（Shaver et al.，

2001）。基本上各种爱情在不同文化中的表现似乎相同。不过，在这

些大的方面类似之外，仍有些文化的细微差异使得爱情具有一定的地

方特色。

美国人在描述坠入爱河的体验时，比中国人更强调恋人的俊美容

貌和共同点，而中国人比美国人更多提及温和的性格、别人的看法和

自己的生理唤醒（Riela et al.，2010）。（你认为哪国的人坠入爱



河的理由更充分？）之后当他们步入婚姻时，中国和美国的已婚夫妇

都会感受到许多温情的关爱和对伴侣的性欲，但也存在文化差异。而

在美国，浪漫幻想（认为恋爱就像童话，期望爱上之后就能幸福地生

活）更突出，而在中国则更普遍地承认，伴侣也会令你困惑，难以理

解，爱情本身有好也有坏（Jackson et al.，2006）。（再问你，你

认为哪种文化表现更好？）最后，西方国家（如美国）崇尚个人主义

的人比东方国家强调相互依赖的人更坚持认为，爱情是结婚的原因

（Levine et al.，1995）。具体而言，中国大学生比美国大学生在应

该与谁结婚的问题上更可能遵从父母的愿望（Zhang & Kline，

2009）。而中国的婚姻通常是家庭做决定，美国的年轻人则往往希望

完全由自己做主选择配偶。（如果你父母能为你选择配偶，他们会为

你选择谁？见下面的专栏8.3。）

依恋类型



因为文化的作用相当微妙，所以文化对爱情的影响并不如个体差

异那般明显。具体而言，不管何种文化，依恋的两个维度，忧虑被弃

和回避亲密都非常重要，因为它们与爱情的所有成分都有关系：亲

密、激情、承诺和关爱。

● 亲密。安全依恋类型的人一般很重视其他人，认为别人值得信

任、可以依赖和心地善良（Luke et al.，2004），他们往往对自己的

伴侣很坦诚，心情愉快地进行大量的自我表露。而那些不安全型的人

则对他人持有戒心。具体来说，高回避的人一般会怀疑他人，认为别

人不诚实、靠不住（Collins & Allard，2001）。因此他们往往沉默

寡言，很少对伴侣诉说自己的情感和愿望（Feeney et al.，2000）。

总的来说，安全型的人与不安全型的人相比，与伴侣的关系更加亲密

（Mikulincer & Shaver，2007）。

● 激情。痴迷型的人的生活存在很多戏剧性场景，但大部分并不

轻松愉快。忧虑被人抛弃常常使他们紧张不安，他们在亲密交往时体

验到的总是提心吊胆的忧虑而不是幸福快乐（Davis et al.，

2004）。回避亲密的人则更为疏远冷漠，他们的激情（尽管少得可

怜）更加不带有个人色彩。所以，只有安全型依恋类型的人才能体验

到最美妙、满足的性生活，对于这一点你或许不会感到奇怪。安全型

的人性生活的次数更多，有着更多的唤醒、更大的愉悦、更多次数的

高潮以及更大的满足（Mikulincer & Shaver，2007）。

● 承诺。安全型的人比不安全型的人更加忠诚于他们的伴侣关系

（Mikulincer & Shaver，2007）。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久而久之安

全型的人比不安全型的人有更多更亲密、更积极、更满意的交往

（Kafetsios & Nezlek，2002）。

● 关爱和看护。最后，当伴侣紧张不安，需要支持时，不安全型

的人并不是有效的看护者，与安全型的人相比，他们提供的安慰更



少，也不能让伴侣放心（Simpson et al.，2002）。详而言之，当危

难中的伴侣请求安慰和支持时，高回避的人的行为更消极，有时还会

变得恼怒（Campbell et al.，2001）。焦虑型的人经常会提供很多帮

助，但他们往往是为了一己私利才这么做，希望获得伴侣的赞许。整

体来看，对伴侣的同情之爱会因安全型依恋得以提升和增强，而会被

回避亲密削弱（Sprecher & Fehr，2011）。

因此，安全型依恋和爱情的所有这四种构成成分都有正面的关

系，这四种成分看来可以缔造出不同的爱情体验。可以肯定的是，安

全型的人比不安全型的人体验到更强烈的浪漫之爱、相伴之爱和同情

之爱（Mikulincer & Shaver，2005）。

然而更重要的是，所有人一般都有数个不同的伴侣，比如爱人、

父母和朋友，这些人在任何时间都是重要的依恋对象，我们或许在某

些关系中相对安全，而在另一些关系中则不太安全（Sibley &

Overall，2008）。潜藏在人际关系的总的适应行为（即我们命名的依

恋类型）背后的可能是对特定伴侣的几组不同的情感，所以我们依恋

的质量在不同的伴侣之间会发生变化（Overall et al.，2003）。比

如，有人焦虑地依恋于自己的母亲，但可能会全心全意地信任自己的

爱人。所以，依恋在不同的人际关系之间会起变化，这使得爱情关系

中的依赖类型十分复杂（Sibley & Overall，2008）。

虽然如此，我们这里描述的总的态度仍然重要。回避亲密和忧虑

被弃的变化程度能概括全世界所有人际关系的特征（Schmitt，

2008）。它们也清晰地为我们与他人的交往打下了基础。能安全地依

恋于母亲的蹒跚学步的孩童，也往往在小学能与其他小朋友和睦相

处，然后在中学能拥有亲密的友谊——再后，作为这些成功友谊的结

果，他们往往会拥有满意的成人爱情（Simpson et al.，2007）。依



恋类型强烈、持久的影响表明人们不仅会拥有不同类型的爱情，而且

还会拥有不同类型的爱人。

年龄

另一个可能影响爱情、而自身变化又很缓慢的个体特征就是个体

的年龄。正如我们在第2章所指出的，年龄是心理学研究中很难处理的

变量，因为它通常容易与经验和历史相混淆。随着人们年龄的增长，

他们会拥有（1）持续时间更长的人际关系和（2）总数更多的人际关

系。所以如果爱情的确随着年龄发生变化，这可能是年龄造成的差

异，也可能是由于人们关系持续的时间长度、以前体验到的浪漫程

度，或者是这三者结合所引起。

但是，年龄的影响有一点是清楚的：多数人会变得更成熟。研究

者比较了60岁的夫妻和40岁的夫妻，结果发现年老的夫妻有着更多精

神上的快乐，但却较少有肉体上的唤醒。他们的情绪不是很强烈，但

整体上更为积极，即使在婚姻不是很幸福的时候（Levenson et al.，

1994）。使年轻人步入婚姻殿堂的灼热、急迫和强烈的情感随着时间

会逐渐变弱，取而代之的是对爱情更为温和、成熟的看法。

性别

另一个不随时间变化、但可能很重要的个体差异是性别。整体来

看，男性和女性在爱情方面的共同点多于不同点（Canary & Emmers-

Sommer，1997）。他们都能体验到不同类型的爱情，男女在每种依恋

类型上所占的比例也大致相同；男性一般比女性更为疏离，但差异相

当小（Schmitt，2008）。平均而言，女性体验到的情感比男性更强

烈、更多变（Brody & Hall，2008）；然而很少有研究发现在浪漫情

感的测量上男女两性存在任何差异，比如《爱情量表》（Rubin，



1973）和《爱之激情量表》（Hatfield & Sprecher，1986）。很显

然，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认为男性和女性来自不同的星球是十分

愚蠢的。

另一方面，男性往往比女性有着更为浪漫的态度体验；他们比女

性更可能认为只要爱一个人就已足够，其他的都不重要（Sprecher &

Metts，1989）。他们也更可能相信“一见钟情”式的爱情体验，他们

往往比女性更快地坠入爱河（Hatfield & Sprecher，1986）。女性在

爱情方面比男性更为谨慎；女性对爱恋的对象更为挑剔，更迟缓地感

受到激情，她们将爱慕之情限制在适配价值更高的伴侣身上（Kenrick

et al.，1990）。男性则往往不会这么严格地区别对待，比如男性一

般来讲比女性更能接受随意的性关系（Schmitt，2005b）。（需要提

醒的是，所有这些行为模式是和演化论的模型一致的，此模型预测女

性挑选爱恋对象时应该审慎，因为她们在任何一个子女上的养育投入

都比男性大得多[Buss，2012]。恰恰相反，社会文化模型认为女性之

所以有着更苛刻的择偶标准，是因为传统上她们的社会地位更低；根

据这一观点，女性仔细地选择社会地位高的配偶，是她们取得男性所

控制的资源的为数不多的方法之一[Wood & Eagly，2007]。你认为哪

一种解释更有说服力？）

男性似乎还看重激情。男女两性都认同爱情应该温情脉脉、忠贞

不渝，但男性比女性还认为爱情应该有着更多的激情（Fehr &

Broughton，2001）。的确，在爱情的三个成分中，激情与男性关系的

满意程度有着很高的关联，而承诺则是预测女性满意度的最好成分

（Sternberg，2006）。根据斯腾伯格的三角理论，男性所依赖的爱情

成分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最不稳定和最不可靠的。

爱情能持久吗



那么，时间的流逝会怎样影响爱情？爱情能持久吗？这是一个很

难给出明确结论的问题，因为前面已经谈到，爱情有着各种不同的类

型，爱人也会千差万别。你的爱情体验或许和本书其他的读者并不相

同。尽管如此，典型的北美婚姻是这样一种情形：沉浸在浪漫激情的

20多岁的青年男女发誓要共度余生，可能还期望他们的激情能一直持

续下去。能做到吗？尽管夫妻们有着美好的愿望，人际关系科学所能

给出的最好答案是：可能做不到，至少达不到伴侣们所期望的程度。

图8.2　人们为爱情而结婚后浪漫爱情随之减弱

印度的一项研究比较了包办婚姻和自由恋爱的婚姻。正如普通的美国人的婚姻一

样，因爱情而结婚的夫妻在婚后若干年，浪漫爱情很大程度上减弱了。

资料来源：Myers, D.1993.



最基本的事实是，人们在结婚之后浪漫的爱情会减弱（Sprecher

&Regan，1998）。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在浪漫和爱之激情量表上的

得分都会下降（Tucker & Aron，1993），这还是那些努力维持婚姻的

夫妻的情形！结婚几年之后，夫妻们就不会再像从前那样真心诚意地

声称，彼此愿意为对方做任何事情，或者在互相凝视对方的双眸时，

根本不会有陶醉的感觉。图8.2是这一有趣现象的例证，这是在印度进

行的一项研究，研究者比较了因爱情而结合的夫妻——正如大多数北

美人的婚姻——和由家长包办而结婚的夫妻（Gupta & Singh，

1982）。结婚10年之后仍维持婚姻的浪漫夫妻在鲁宾的爱情量表

（Rubin，1973）上的得分，要远远低于结婚只有一两年的浪漫夫妻的

得分。（已经离婚和婚龄不到10年的夫妻的数据没有包括在图8.2中。

你认为他们的在爱情量表上的得分会是多少？）

而且，有时候夫妻浪漫爱情的减少非常快速。仅仅在结婚2年之

后，夫妻彼此平均表达出的情爱就比他们刚结婚时减少了一半

（Huston & Chorost，1994）。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婚姻之后的第四

年是离婚最频繁的时间段（Fisher，1995）。很多夫妻，即使不是大

多数，并不能维持彼此之间的迫切渴望，而正是这种相互渴望在一开

始促使他们步入婚姻。

浪漫爱情为何难以持久

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考虑，就会发现浪漫的爱情之所以会随着

时间而减弱有几个原因（Walster & Walster，1978）：首先，幻想促

进了浪漫。如前所述，爱情在一定程度上是盲目的。洋溢着激情的爱

人们往往会将他们的伴侣理想化，缩小或忽略那些使他们止步不前的

不利信息。想象、希望和异想天开的幻想会使与我们差异很大的人看

起来有吸引力，至少暂时是这样。当然，问题在于，幻想会随着时间

的流逝和经验的积累而逐渐变弱。伴侣之间理想化的赞美能促进浪



漫，仅就这一点足以预期：当伴侣双方开始生活在一起、变得越来越

现实时，浪漫就会消退。“理想容易黯淡，魔咒会被打破，戏法终将

被戳穿……浪漫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消逝，因为熟悉能使人更现实、

毫无保留地审视对方；晌午刺眼的阳光最终驱散了月亮留下的迷人光

晕”（ Mitchell，2002，p.94）。

此外，仅仅是新奇也能为新确立的爱情关系注入兴奋和能量。恋

人之间的初吻比之后的成千上万个亲吻更令人激动，而当人们为新的

伴侣而精神抖擞、魂牵梦绕时，决不会意识到在30年之后自己的爱人

会变得多么熟悉和习以为常。的确，新奇在其他物种中也会引起性唤

醒。比如，把两只处在发情期的公鼠和母鼠关在一起，公鼠会多次与

母鼠交配直至筋疲力尽；然而，如果用另一只处在受孕期的母鼠代替

第一只母鼠，公鼠又会重新焕发兴趣和活力，扑身而上与之交配。这

样不断地以新母鼠代替老母鼠，引发出的公鼠射精次数要两三倍于它

只与同一个母鼠关在一起的情形（Dewsbury，1981）。研究者把这种

新奇对性唤醒的影响称为柯立芝效应（Coolidge effect），它的名称

来自一个或许是杜撰的老故事。据说，美国总统卡尔文·柯立芝有次

偕夫人参观一个养鸡场，柯立芝太太注意到一只公鸡接二连三地趴在

母鸡身上。夫人甚为这只公鸡的勇猛折服，她让导游把这只公鸡指给

总统看。据说，柯立芝听到这只公鸡持久的性能力之后，想了片刻然

后说道，“请转告夫人那可不止是一只母鸡”（ Walster &

Walster，1978）。

新奇对人有相似的作用吗？或许有。浪漫的夫妻一起参加新奇、

兴奋的活动会让他们彼此更加相爱（Strong & Aron，2006）。并且有

学者认为浪漫的激情和爱情关系的变化有着直接的关联（Baumeister

& Bratslavsky，1999）。当我们刚坠入爱河时，我们的自我在扩展，

事物都是新鲜的，亲密感在不断增加，激情就可能非常高亢。然而，

一旦确立了婚姻关系，新奇感消失，激情逐渐消退；婚姻关系持续越



久，激情就变得越少（Ahmetoglu et al.，2010）。对美国人性行为

所做的广泛调查支持了这一观点，调查显示夫妻间性交的平均频率

（测量彼此之间激情的指标之一）在婚姻的过程中是持续下降的

（Call et al.，1995）。在德国也发现了类似的模式（Klusmann，

2002）。如图8.3所示，这种下降显然混淆了年龄的影响。然而，再婚

并更换伴侣的人增加了他们性交的频率，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这样，

所以年龄变老看来并不是激情随着时间而减少的全部原因。可以认

为，“浪漫因新奇、神秘和危险而繁盛；却因了解熟识而消亡。持久

的浪漫只不过是自相矛盾的说辞”（ Mitchell，2002，p.27）。

图8.3　随着年龄而变化的性交频率

一般而言，随着时间流逝大部分的浪漫关系都好变得缺乏激情。

资料来源：Call et al.，1995.



最后，图8.3也表明，唤醒随着时间的流逝会逐渐消失。我们都清

楚，身体的唤醒——如脉搏加快、呼吸急促——无疑会增强激情。但

人们不可能永远保持紧张的激动状态！就浪漫的爱情而言，当伴侣变

得熟悉时大脑可能根本无法产生足够多的多巴胺，所以即使你的伴侣

能一如既往地完美，你也不能像过去那样被唤醒。无论如何，不管何

种原因，爱情的激情成分比亲密和承诺会更快地发生变化（Ahmetoglu

et al.，2010），这就意味着浪漫的爱情也会发生改变。

爱情的未来怎样

因为浪漫激情的三个重要影响因素——幻想、新奇和唤醒——一

般会随着岁月流逝而减弱，所以浪漫的爱情亦会日渐消退（Walster &

Walster，1978）。有些夫妻的确能持续地感受到彼此间深刻的浪漫爱

情，即使他们的情感随着时间有一定的改变。在10年的婚姻之后仍深

爱彼此的夫妻在看到爱人的照片时，其大脑中多巴胺富集的奖赏中枢

仍会受到激活，正如当初他们堕入爱河时的表现——但与哺乳动物中

一夫一妻制和承诺有关的脑区也变得更为活跃（Acevedo et al.，

2011）。标志新爱的痴迷狂恋一般也会消退，即使欲望和关爱犹存

（Acevedo & Aron，2009）。归根结底，让人们步入婚姻熊熊燃烧的

爱情基本上不会原封不变，这可能是美国人离婚率如此之高一个原

因：普遍的抱怨是爱情的“魔力”消失了（见第13章）。

不过，我们并不希望这一消息让你感到沮丧。相反，我们认为它

为人们拥有成功的长期爱情提供了重要的启示。通常，促使人们结婚

的爱情和使人们数十年厮守在一起的爱情并不一样。随着我们变老，

激情会消退，但亲密和承诺都会增强（Ahmetoglu et al.，2010）。

因此，相伴之爱比浪漫之爱更为稳定（Sprecher & Regan，1998）。

如前所述，能长期维持幸福婚姻的人通常会向配偶表达出许多相伴之

爱（Lauer & Lauer，1985）。这样的人也常常活得很快乐：虽然相伴



之爱不依赖于激情，身处相伴之爱的人仍会感到非常满足（Hecht et

al.，1994）。并且因为亲密和激情存在相关（Whitley，1993），夫

妻成为好朋友也有助于维持激情。

所以，你只要投身于同时是好友的爱人。你还可以有目的、创造

性地防止可能损害满足感的任何厌倦情绪。当爱情关系变得重复、单

调和沉闷时就会止步不前，如第6章所揭示的，并非一出现坏事情就会

发生厌倦，而是婚姻生活变得没有情趣、难以让人兴奋或者没有挑战

性时才会滋生厌倦（Harasymchuk & Fehr，2011）。厌倦是爱恋和满

意的对立面，所以厌倦的出现是非常糟糕的信号（Tsapelas et al.，

2009）。如果不再有新奇，就去创造更多的新奇。不要停止寻找新

颖、吸引人的共同娱乐的好方法。

这就是你的爱情策略。享受激情，但不要把它作为维持爱情关系

的基础。培养与爱人之间的友谊。努力保持新鲜感；把握住每一个与

配偶共同进行新奇探索的机会（Strong & Aron，2006）。如果对爱人

急迫的欲望渐渐演变为平静而深厚的情感，不要觉得奇怪或失望。这

种幸福的结果可能会让你成为幸运的爱人。

请你思考

在大卫和凯瑟琳相识前，两人都没有谈过恋爱，所以当他们从约

会关系逐渐发展成更亲密的恋爱关系时，他们都很兴奋。彼此都是对

方的初恋情人，他们发现性事既令人尴尬又异常兴奋。此后的几周，

他们沉浸在从未体验过的浪漫情感的兴奋中，所以决定结婚。但大卫

很快就被凯瑟琳惹恼，因为她想知道大卫每天的所有活动。大卫在上

班时，凯瑟琳每天上午和下午都会打来电话，仅仅是为了“保持联

系”。如果大卫中午和客户聚餐或者外出办事，凯瑟琳就会变得烦



躁。从凯瑟琳的角度看，她因为大卫明显不愿意向她倾诉心中的想法

而感到困扰。大卫则为自己的自我和独立而自豪，并认为没有必要告

诉凯瑟琳所有的事情，凯瑟琳持续不断的探查让他开始觉得不胜其

烦。

你认为大卫和凯瑟琳的未来会怎样？为什么？

[1] 你或许从未听过。你应该听听。



第9章 性爱

我要向你请教两个问题。第一，如果有个淘气的妖精能毕生为你

提供非常强烈的性高潮，但要求你独自一人去体验，并且决不可再与

其他任何人发生性关系，你会同意吗？第二，如果你在蜜月期发现自

己的新婚爱人偷偷地服用诸如伟哥的春药，以提高他/她对你的性反

应，你会感觉受伤吗？

毫无疑问，不同的人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不尽相同。那些和亲密

伴侣长期没有发生过性关系的人，可能认为强烈的性高潮（即使是独

自一人得到的）非常具有诱惑力。但我们相信大多数人都不愿意放弃

与爱人发生身体接触的机会。如果不能与所爱的人共同享受性爱，大

多数人会感到失望。我们希望爱人认为我们迷人，并且也希望我们迷

恋他们。所以，如果我们得知伴侣对我们强烈的性欲望显然（至少部

分 地 ） 是 因 为 某 种 春 药 作 用 的 结 果 ， 我 们 就 会 受 到 伤 害

（Morgentaler，2003）。

正如这些问题提示的，人类的性爱远不止满意的性高潮这么简

单。至少有些人认为性行为并不总是意味着亲密的爱情，但大部分人

认为亲密的爱情理应包含性行为。亲密的爱情关系往往包含了性的成

分，而且我们的性行为和性满足常常取决于爱情关系的性质和健康状

态。你将会看到，性爱和亲密关系有着紧密的联系。

性态度

对随意性行为的态度



时代在进步，你可能比起祖父辈的人来更能接受婚前性行为。[1]

在你的父辈出生时，大多数人并不赞成“在结婚之前”发生性行为，

但如今只有不到25%的人认为婚前性行为“总是或几乎总是错误的”（

Wells & Twenge，2005）。现在大多数人还能容许发生在婚姻之外的

性行为，但这要看具体的环境因素。大部分人一般仍然不赞成彼此没

有承诺的人发生性关系（Willetts et al.，2004），因此，我们会持

有以情感为标准的性认可态度（Sprecher et al.，2006）：只要未婚

的恋人是在有承诺的爱情基础上发生性行为，就可以得到容许。我们

不能再指望人们像老太太认为的那样“为婚姻守身如玉”，但亲密关

系中的依恋和情感仍然被公认为是性行为最合理的前提。

男性和女性的性观念是否存在差异？平均来看，的确存在差异：

男性在性的价值取向和态度体验上更为宽容，虽然随着时代的进步这

种差异会越来越小，但差别大小取决于所要测量的具体态度

（Petersen & Hyde，2010）。男女两性在性观念上的最大的差异是对

待婚前随意性行为的态度；男性比女性更可能认为没有爱情的性也可

接受。这种差异毫无疑问会影响男女两性对过去性行为的反思：女性

更可能后悔自己过去的行为（如发生一夜情），而男性更可能悔不当

初（如有人追求自己时没有发生性关系）。谈到随意性行为时，女性

往往后悔自己的行为，而男性则后悔自己没有行动（Galperin et

al.，2011）。

个体的性可能还涉及其他性态度。传统上，人们对女性性经历或

性宽容的评价要比男性更为严厉。男性如果有许多性伙伴，会被人称

赞为“风流帅哥”，而女性如果有同样数量的性伙伴，则会被人贬斥

为“淫荡骚货”。这种不一致就是性的双重标准，它在几年前还非常

明显地存在，但今天看来却更为微妙（Crawford & Popp，2003）。如

今，挑逗别人并发生性关系的女性，比发生类似行为的男性所受到的

评价更为宽容；人们认为前者较后者更热情、更安全、床上表现更好



（Conley，2011）。并且，乱交的男女都会受到他人负面的评价

（Marks & Fraley，2005）。然而男性和女性如果同样身患性传播疾

病，人们对女性的评价远比对男性的评价更为苛刻严厉（Smith et

al.，2008），在参与3P的男女中，女性得到的评价更差（Jonason &

Marks，2009）。[2]所以，明显的性双重标准貌似不再存在，但个体

的性行为仍然会影响人们对其性经历的评价。

对同性恋的态度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讨论还集中在人们对异性恋者性行为的态

度。然而，人们对同性恋者的态度确凿无疑要更为负面，许多美国成

年人（43%）认为成人之间的同性性关系是“道德败坏的”（Saad，

2010）。同性恋会导致各种非议。好的一面是，大部分美国人不再如

此看待同性恋，随着时代的进步他们对同性恋者显然变得更为宽容，

2010年大多数美国人（52%）前所未有地认为男同和女同关系是“道德

容许的”（Saad，2010）。



图9.1　个体对同性恋的宽容取决于其对同性恋起源的看法

这是2007年5月在美国进行的盖洛普民意调查的结果。如果人们认为性取向是人类出

生就具有的特性，他们就更可能宽容同性恋——认为同性恋是“可以接受的另一种

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如果人们认为同性恋者是因为后天养育才成为男同或女

同，则不会宽容此类行为。

资料来源：Saad, 2007.

有趣的是，正如图9.1所示，人们对同性恋关系的评价与他们对个

体成为男同或女同的原因的理解有密切的关联。当人们认为性取向来

源于在出生之前就已经确定了的生物因素时，非常多的人认为同性恋

是可以接受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如果人们认为同性恋是个体通过

后天养育而习得或选择的结果，则会有相当多的人认为同性恋难以忍

受。近30年来，认为个体的性别身份在出生之时就已确定的人数正逐

渐在增长，而认为同性恋乃后天养育所致的人已经减少（Saad，

2010）。这点很重要，以致现在更多的人认为同性的性取向是先天遗

传而非后天教养所致的。（从研究资料来看，他们看来是对的：同性



性行为显然部分基于个体的基因[Langstrom et al.，2010]，绝大多

数同性恋者认为对于自己的性取向别无选择[Herek et al.，2010]。

想更深入地了解这一有启发意义的问题，请看专栏9.1）。

人们对富有争论性的“同性婚姻”这一问题的态度反应，也表现

出类似的模式。大部分美国人（53%）反对同性伴侣的正式婚姻

（Jones，2010），但他们的人数正在减少，支持同性关系合法化的人

数却在增加。具体而言，绝大多数的美国人现在认为应该允许同性伴

侣缔结法律认可的民事结合（见表9.1）。

表9.1　 美国人如今赞成同性伴侣的民事结合

以下是《华盛顿邮报》与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ABC News)联合进行的4次民意调查

的结果。每项调查的对象都是全美成人有代表性的样本。如你所见，还在不久之

前美国人并不支持同性伴侣的正式法律上的结合，但现在支持了。



注意：每次民意调查的误差在±3个百分点之间。

资料来源：www.washingtonpost.com/polls/postpoll_021010.html.Accessed

Augutst 20, 2011.

社会学家也公开发表结论：没有实证论据支持剥夺男同和女同获

得与异性恋夫妻一样的法律权益（例如纳税、健康保险、养老金和财

产等权利）（Myers & Scanzoni，2005）。的确，美国心理学会已经

做出决议：因为（1）同性关系与异性的伴侣关系运转的方式大抵相同

（Balsam et al.，2008）；（2）性取向与个体能否成为富有爱心、

善于养育的父母根本没有关系（Biblarz & Stacey，2010）；（3）婚

姻对人们（包括男同和女同）有益（Riggle et al.，2010），所以如

果拒绝在法律上承认男同和女同的同性恋关系，就是坐井观天、偏颇

不公和歧视对待。（这份表明心理学家立场的正式决议是非常有趣的

阅读材料[只有4页纸的内容]；在下面的网址可以下载这份材料：

http://www.apa.org/releases/gaymarriage_reso.pdf。）

所以人们对同性恋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同性恋者的形象可能缓

慢而持续地变得更为积极。在公众场合，男同和女同比以前任何时候

都更多地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下，只要看看那些非常流行的电视节目，

如《欢乐合唱团》和《摩登家庭》。人们与男同和女同接触得越多，

对他们的情感就会越倾向于赞许（Smith et al.，2009）。



性态度上的文化差异

一般而言，随着时代进步，性态度会变得更加宽容。如果你是美

国人，看到这些变化，你或许会忍不住认为美国比其他国家更为性开

放。但是你错了。事实上，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人的性态度看来格

外保守。丹麦自1989年、挪威自1993年、瑞典自1995年就在法律上登

记男同和女同的亲密关系为同性婚姻（civil union，或译民事结

合），享有和异性恋婚姻同样的权益；阿根廷和墨西哥在2010年还给

予男同和女同完全的婚姻权利（Warren，2010）。所以，美国在这个

问题上肯定没有领先潮流。的确，一项跨文化的大型研究发现，美国

对婚前性行为、婚外性行为和同性关系的看法比澳大利亚、德国、英

国、以色列、俄罗斯、西班牙和瑞典都要更为保守（Widmer et al.，

1998）。加拿大对性也比美国更为宽容，所以即便是一衣带水的邻邦

也不一定有着同样的性态度。时代或许在发生变化，但美国人的性态

度仍然相对保守。

在美国，非裔美国人的性态度较白人更为宽容，而西班牙裔和亚

裔美国人则更为保守（Fugère et al.，2008）。不过，非裔美国人对

男同和女同的态度比白人更消极（Vincent et al.，2009），美国共

和党成员、宗教原教旨主义者、老家伙比民主党成员、无宗教信仰的

人、年轻人更反对同性婚姻（Sherkat et al.，2011）。性态度显然

受到各种历史、宗教、政治及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因国家和群体而

千差万别。

性行为

询问人们心中所想是一回事，而查明他们实际所为是另一回事。

研究人的性行为更令人着迷，因为它为理解我们自己的行为提供了背



景。不过，请记住，本节中你所读到的内容仅仅是对性行为的宽泛描

述，它掩盖了人们实际生活中可能存在的巨大差异。而普通的性行为

并不见得就一定比那些不太典型的性行为更健康、更令人满足。我们

将会发现，亲密关系中性行为最重要的特点是：性生活为伴侣双方所

期待，并且双方都能得到满足。

第一次性行为



如今，几乎所有的人（95%）都在结婚前有过性行为（Finer，

2007）。你可能还记得，普通的美国人直到25~30岁时才结婚，但男性

和女性第一次性交的平均年龄——即一半人开始有性行为，而另一半

人没有——现在为17岁。到20岁时，只有少数人（15%）还未曾有过性

行为（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2007）。

这些现象与我们祖父辈的经历迥然不同——他们那辈人一般要晚

2~3年才开始发生性关系（Wells & Twenge，2005）——而现在的这种

情形利弊参半。一方面，美国青少年比过去更有责任感。大多数青少

年在第一次性交时都会采取一定的避孕措施，现在青少年的生育率比

起15年之前要低得多（Hendrick，2011）。另一方面，美国青少年却

不够小心：在美国超过四分之一的少女感染了性传播疾病！最常见的

是人类乳头瘤病毒（HPV），这种病毒会引起生殖器尖锐湿疣，有18%

的年轻女性感染了这一疾病（Tanner，2008）。

绝大多数青少年第一次发生性行为的伴侣，都与他们有着稳定

的、感情上所重视的亲密关系，他们发生关系的过程都遵循行为越来

越亲密的轨迹：接吻导致爱抚，最终发生性行为（de Graaf et al.，

2009）。他们第一次的性伙伴较少（21%）为仅仅相识的人或者是一般

的朋友（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2004）。然而，

年轻的女性在发生第一次性行为时一般会有复杂的情感体验。她们中

的大多数对性行为有着矛盾的情感，有些女孩甚至反对发生性关系，

只有三分之一的女孩真正渴望性行为。年轻的男性通常有不同的看

法：只有三分之一的男孩具有矛盾的情感，大多数人渴望发生性行为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2004）。

一旦伴侣之间发生性关系，其发生的背景会影响性行为的结果。

如果第一次性行为遵循了伴侣明确表达出的爱意和承诺，则伴侣们常

常会把它体验成关系的积极发展，能增加彼此的亲密情感（Higgins



et al.，2010）。然而，如果第一次性行为没有这样的表达，性行为

的结果通常是使关系发生令人讨厌的变化，导致不确定性和悔恨

（Metts，2004）。伴侣之间的相对权力对比似乎也会产生影响，因为

如果与比自己大上几岁的人发生第一次性行为，男女双方往往都会体

验到更多的悔恨；与年龄差不多的伴侣的第一次性行为相比，这类伴

侣的性行为发生得更早、更不可能使用避孕套（Mercer et al.，

2006）。除此之外，男女两性对性经历后悔心态的差别并不大——当

性行为方式与他们的道德不一致、醉酒性交或者没有使用避孕套时，

男女两性都会感到深深的懊悔（Oswalt et al.，2005）。

忠诚关系中的性行为

那么人们发生性行为动机是什么？各种各样的理由实在有几百

条。当研究者请得克萨斯大学的学生“列出你能想到的你自己或者你

认识的人过去发生性行为的所有理由”时，发现了237条截然不同的理

由（Meston & Buss，2007，p.479）。最普遍的积极理由有：“吸引

力、感官愉悦、情感、爱恋、浪漫、感情的亲密、性唤醒、取悦他人

的愿望、探险、体验、接触、庆祝、好奇和运气”（ Meston &

Buss，2007，p.498）。不常见的理由则更工于心计、冷漠无情，涉及

各种意愿，如伤害伴侣（“伴侣令我很恼火，所以我要和其他人发生

性关系”），赢得某些优势（“我想得到提拔”），或者提高个体的

社会地位（“我想给我的朋友留下深刻的印象”）。性动机显然非常

广泛，从利他的动机到报复的动机，从不带感情色彩的动机到具有亲

密情感的动机。

发生性行为的各种理由如此纷繁庞杂，可以将其大体分为四个方

面。其一涉及性的情感成分，以性行为作为沟通、传递爱意和忠诚的

手段。其二涉及性的肉欲方面，包括从性行为中获得的感官享受和未

来伴侣的长相吸引力。其三是更为实用的理由，包括要实现某些长远



目标或完成某些具体目的的愿望，从生孩子到使伴侣嫉妒，范围极

广。最后是不安全的理由，包括提高个体的自尊或防止伴侣移情别

恋。男性和女性都会同等地赞成情感的理由，但男性比女性更可能因

为肉欲、实用和不安的理由而与人发生性行为（Meston & Buss，

2007）。这些差异常常非常细微，但男性所报告的性行为理由仍然比

女性更多样化、更实际。显而易见，虽然性行为是表示爱意的行动，

但它有时却并不带有浪漫的目的。

人们性行为的次数受到其亲密关系性质（和持续期间）的影响。

同居的情侣平均每周会有3次性行为，而已婚的夫妻每周的性行为约为

2次（Willetts et al.，2004）。然而，这两种关系下的伴侣性行为

的次数都多于那些单身人士（Smith，2006），这可能是因为单身人士

不太可能拥有稳定的性伴侣。已婚人士有时或许会羡慕单身人士性放

任的生活，但他们性行为的次数通常比单身人士更多。

另一个和性行为频率有关的重要因素是个体的年龄。请翻到第8章

277页的图8.3：老年人性生活的频次一般远不如年轻人。在2009年，

大多数25~30岁的美国青年（86%）报告去年与人发生过性关系。然

而，50多岁的人只有约一半的男性（58%）和女性（51%）如此报告，

而70多岁的人只有少数的男性（43%）和女性（22%）有过阴道性交

（Herbenick et al.，2010b）。美国大多数老年人在近12个月没有与

任何人发生过性行为。这可能是受到身体老化的影响（Call et al.，

1995）：荷尔蒙水平的减少会降低个体的性欲望，而身体健康的衰退

会侵蚀个体的活力，所以性欲望随着年岁的增加而减弱一点也不奇

怪。然而，对于那些长久厮守在一起的夫妻，存在着另一种更微妙的

可能性：随着夫妻双方变成熟悉而老套的性伙伴，探索和新奇的兴奋

消失殆尽，长远来看伴侣们彼此从对方感受到的激情会最终平静下来

（Vohs & Baumeister，2004）。正如第8章所述，这或许是浪漫的爱

情随着夫妻关系的延续变得越来越不强烈的一个原因，其影响的程度



（见图8.3）使我们提出以下告诫：如果你是位年轻人，你的亲密关系

能得以维系（至少部分地）是因为非常火热的性生活，如果你期望自

己对伴侣的激情、性欲和需要将来都不会变化，那将是十分愚蠢的。

性行为当然会随着年龄发生变化。

最后一个和性行为频率有关的因素是性取向。当他们的亲密关系

刚确立时，男同比女同和异性恋者会发生更多的性行为（见图9.2，在

下面讨论性欲望时，请牢记这一性行为模式）。在一起10年之后，每

种类型的情侣性交的频次都会下降，但男同频率下降的最多，他们最

终发生性行为的频率还不如异性恋伴侣。另一方面，如果不考虑亲密

关系的持续期间，女同性行为发生的次数要少于任何其他关系的伴

侣。如果仅仅就女性而论，女性之间的性行为远不及有男人参与时那

样频繁。

图9.2　根据亲密关系的类型和持续时间而区分的性行为频率差异



纵坐标的数字显示的是，每种伴侣关系中报告每周至少有一次性行为的伴侣所占的

比例。（图中并未提供同居关系持续超过10年的伴侣的数值，因为这种类型的伴侣

人数不足以提供可靠的数据。）

资料来源：Blumstein & Schwartz，1983.

不贞

世界上大多数人都会强烈反对处在忠诚伴侣关系中的人发生伴侣

外性行为（extradyadic sex），即与自己的伴侣或者配偶之外的人发

生性行为（Widmer et al.，1998）。[3]故而，我们或可预计性事上

的不贞会比较罕见。真的如此吗？研究者对47项不同的调查进行了总

结，一共涉及逾58 000名参与者，大部人居住在美国并且已婚，结果

发现21%的女性和32%的男性在性方面至少有一次出轨，不忠于他们的

爱情伴侣。大部分丈夫和妻子在结婚后从未与其他的人发生过性行

为，但约有五分之一的妻子和三分之一的丈夫有婚外性行为（Tafoya

& Spitzberg，2007）。

我们都清楚，男性比女性更有可能会欺骗自己的伴侣。他们对随

意性行为的态度更为宽容，为了性的花样翻新他们常常会追求伴侣外

性行为（而女性则更可能找寻感情上的联系）（Blow & Hartnett，

2005）。的确，这种不同的性行为风格在男同和女同的同性关系中尤

为突出，同性恋中男性和女性的不贞行为完全不会受到异性的影响。

同性恋男子比同性恋女子和异性恋男子有着更多的伴侣外性行为

（Peplau et al.，2004）。

图9.3描绘了1980年代初在美国进行的一项大型调查结果，收集了

已婚夫妻、同居伴侣、男同和女同伴侣的数据（Blumstein &

Schwartz，1983），很显然，男同性恋者与其他伴侣相比更可能在他

们的亲密关系之外和别人发生性行为。多数情况下，男同的这种性行



为方式能得到其伴侣的容许，他们的伴侣也期望同样的自由（Hoff &

Beougher，2010）,有研究者推测：如果异性恋男子的性放任行为没有

受到他们女伴保守态度的阻止，很多人就会表现出和男同类似的性行

为方式（Peplau，2003）!



图9.3　自亲密关系建立后个体报告发生伴侣外性行为的人数百分比

同性恋男子显然比其他任何人都有更多的伴侣外性行为，但他们不会“欺骗”自己

的伴侣。也请注意，同居的伴侣比已婚的夫妻更可能与他人发生性行为。婚姻比同

居有着更彻底的承诺。

资料来源：Blumstein & Schwartz，1983.

当然，并非所有的男性都喜好乱交，也并非所有的女性都是贞洁

圣女。还有比性别差异更重要的个体差异，它使得男女两性都更可能

发生伴侣外性行为。对某些人而言，性行为与爱情和承诺联系在一

起：与自己不很了解或不太关心的人发生性行为，并没有特别的奖赏

价值，他们极少与泛泛之交或陌生人发生随意的性行为。然而，对另

一些人而言，性行为与爱情和承诺没有多少联系；他们认为“没有爱

情的性行为也很好”，与没有感情的人发生性行为也令他们感到满

足。这种性态度差别来自于个体的社会性性行为取向（sociosexual

orientations），它是一种类似于信念和行为等特质的集合，可以用

来描述个体对性行为的看法（Simpson et al.，2004）。杰夫·辛普

森（Jeff Simpson）和史蒂夫·甘杰斯特（Steve Gangestad）发现，



人们在社会性性行为取向上存在个体差异，他们用专栏9.4所列的测量

工具来测量人们的社会性性行为取向（Simpson & Gangestad，

1991）。只有在承诺和充满深情的亲密关系背景下才愿意发生性行为

的人就具有“保守的”社会性性行为取向，而那些在追求性行为时并

不寻求足够的亲密和承诺的人就具有“开放的”性行为取向。具有开

放的性行为取向的人往往精力充沛、喜欢调情卖俏，总是在寻觅猎取

新的性伙伴（Simpson et al.，2004）。他们喜好交际、外向开朗，

千杯不醉（Clark，2004）。在全世界，平均来看男性比女性更为开放

（Schmitt，2005b）。

社会性性行为指数和人们的伴侣外性行为可能有关联，对于这点

你或许不会感到奇怪。与那些有着更为保守的性取向的人相比，具有

开放的性取向的人一生之中性伴侣的数量更多，更可能欺骗他们的爱

人（Ostovich & Sabini，2004）。大卫·西尔（David Seal）和其同

事（Seal et al.，1994）在一项聪明的研究中清楚地阐明了这一现

象，参与者是当前正在恋爱的异性恋大学生。参与者要观看并评价一

些有吸引力的异性约会视频，录像由计算机呈现。看完录像后，告诉

参与者他们可以输入异性对象的图片，从而可以免费和视频中的人约

会，并要求参与者表明他们与约会对象发生各种身体亲密接触的意愿

强度（如果他们前往约会并玩得痛快的话）。研究者发现在社会性性

行为指数上开放的大学生有36%的人输入了约会对象的图片，而保守的

大学生只有4%的人这样做。（记住，所有的参与者当前正处在恋爱关

系中！）开放的个体比起保守的个体，更有兴趣与新的约会对象发生

性行为。社会性性行为指数显然是区分人们是否可能欺骗伴侣的一项

重要特征。



然而，有趣的是，如果把这些人的面孔照片并排呈现，观察者一

般都能分辨性行为取向开放者（他们看上去就在猎色）和性行为取向

保守者（他们显得更为忠贞）（Boothroyd et al.，2011）。性开放

女人的面部特征比保守的女人总显得有些男性化，更明显的是，虽然

她们更吸引人，但男人认为她们并不适合做长期的伴侣。她们显得可

爱，但与其他女人相比似乎不值得信赖（Campbell et al.，2009）。

性开放的男人看上去也很有阳刚之气，但女人更喜欢性保守男人的面



孔，认为他们更适合做长期的伴侣（Boothroyd et al.，2008）；她

们似乎意识到开放的男人将来都会成为危险的丈夫。

演化学理论对所有这些现象给出了有趣的诠释。男性有着较低的

养育投入，[4]他们能负担得起相对随意的性行为，并且可以认为，在

人类漫长的演化历史进程中，性选择[5]偏利于那些尽可能多地与女性

交配的男性。可是为什么演化也支持女性背叛欺骗自己的爱人？考虑

到女性不贞的行为如果败露，可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Kaighobadi et

al.，2008），这样还会有生殖优势吗？有争议性的回答是，女性通过

伴侣外性行为并不能生育更多的孩子，但她可能更优秀地生育孩子

（也就是说更健康、更俊美的后代）。优质基因假说（good genes

hypothesis）认为某些女性——尤其是那些配偶不太合意的女性——

能从双重交配策略中获益，通过这种策略她们（1）能追求到长期的伴

侣，为她们提供保护和喂养后代的资源，同时（2）暗中从其他男性那

里为她们的后代寻求更好的基因（Pillsworth & Haselton，2006）。

从某位男性那里得到承诺和安全，而和另一位男性孕育更高挑、更强

壮、更健康的孩子，女性生育的后代就特别可能存活下去并能茁壮成

长。

现代人的某些行为模式是与优质基因假说相一致的。首先，正如

我们在第3章所指出的，在每个月能怀上孩子的受孕期，女性会发现外

貌性感、对称的男性——即那些表现出明显阳刚之气、具有健壮体型

标志的男性——特别有诱惑力（Thornhill & Gangestad，2008）。其

次，如果父母双方能给予子女不同的基因，他们的孩子就会拥有更强

大的免疫系统——所以其伴侣有着类似基因的女性，比起那些伴侣具

有不同基因的女性来，更可能与其他男人发生性行为，尤其是当她们

处在受孕期时（Garver-Apgar et al.，2006）。如果女性仅仅是为了

性的多样化目的而追求伴侣外性行为，那么在每个月仅有数天的受孕

期里取悦于其他的性伙伴就显得非常愚蠢，但她们恰恰正是这么做



的；女性在受孕期比其他时候更容易受到伴侣外性伙伴的吸引，这种

倾向在她们的爱人相对丑陋的情况下更为突出（Haselton & Larson，

2011）。

如果我们远古的女性先祖如此行事，她们生养的孩子通常比那些

由女性正常配偶生养的孩子更为健康和俊美（因而，她们的伴侣外性

行为也能提供某些生殖优势）。今天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吗？仍会发

生。对67项父子关系研究的元分析发现，全世界平均有2%的“父亲”

并不知道孩子的亲生父亲另有其人（Anderson，2006）。而且在美国

每400对异卵双生子中就有一对有着不同的生父（Blickstein，

2005）。

这些结果表明，在遥远的过去男性偶尔会碰到精子竞争（sperm

competition）的情形，当两个或更多男性的精子同时充溢着一位女性

的阴道时就会产生竞争（Shackelford & Goetz，2007）。有研究者声

称为了应对这种情况，长期演化使得男性的阴茎具备了最完美形状，

从而能把其他男人的任何精子从他们伴侣的子宫颈排挤出去（Gallup

& Burch，2006）。根据常识人们会认为，第二位性交的男性只会把先

前男性的精液从子宫颈推进到女性的子宫里，但实际情形并非如此；

阴茎纵深的抽插会把任何已经出现在阴道里的精子挤压到龟头后方，

随后把精子带出女性的体内。的确，与这种看法一致的是，如果女伴

把男性置于精子竞争的风险之中，他们往往会表现出特定的性交方式

——在较长的时间阶段里出现更多次非常深的插入——这特别有可能

替换掉先前其他人可能留下的精子（Goetz et al.，2005）。



因此，演化学的不贞理论主张，伴侣外性行为对某些女性来说具

有生殖利益，为了应对这种挑战男性已经做出适应。另一个完全不同

的不贞理论则强调伴侣关系当前的质量。一般而言，你能预料到，如

果人们对他们当前的伴侣不满意，并且替代伴侣的质量又很高，就更

可能会出轨（Tsapelas et al.，2011）。不幸福的爱人如果有着诱人

的替代伴侣就不太可能保持忠贞。如果在这样的情境下他们的确出

轨，女性比男性更可能与原来的伴侣分手，而与新配偶建立新的长期



的亲密关系（Brand et al.，2007）；因此，女性更可能因为婚外情

而更换配偶。然而，即使婚姻生活大体上还算满意，如果伴侣间的性

行为乏味、单调、次数太少，男女双方都更可能会追求伴侣外性行为

（Krishnamurti & Loewenstein，2008）。如果女性渴望更多的性行

为而伴侣做不到，她们就特别有可能会红杏出墙（但正如下一节所

示，这种不贞并不会那么频繁地发生）。

性欲望

男性社会性性行为指数得分高和不贞行为的多发，或许（部分

地）是由另一个更大的两性差异所引起。平均而言，男性比女性有着

更高的性驱力（sex drive）。他们比女性体验到更频繁、更强烈的性

欲望，通常他们的性活动有着更强烈的动机激励（Vohs et al.，

2004）。对年轻人的研究发现，男性每周会体验到37次性欲望的经

历，而女性体验到的只有9次（Regan & Atkins，2006）。由于你现在

已经是明智的关系科学爱好者，请记住在男性之间和女性之间存在着

相当大的个体差异，并且肯定有很多男性长期来看并不如某些女性那

样好色。尽管如此，大量事实表明在全世界男性整体上比女性有着更

高的性驱力（Lippa，2009）：

● 男性更经常手淫。有着固定性伙伴的男性几乎有一半的人仍然

每周手淫一次以上，而置身于性关系中的女性只有16%的人这样频繁地

手淫（Klusmann，2002）。在英格兰，16~44岁的男子中73%的人在上

一个月手淫过，而女子只有37%（Gerressu et al.，2008）。

● 男性比女性更经常地渴望性生活，在性行为次数一样的情形

下，男性比女性更有可能感到不满足（Sprecher，2002）。



● 在亲密关系发展的过程中，男性希望开始发生性行为的时间一

般要早于女性（Sprecher et al.，1995）。结果，女性通常是新的亲

密关系中决定何时开始性行为的“看门人”。通常来看，当他首先想

要发生性行为时，他必须等待，但当她想要发生性行为时，他们就能

进行。

● 男性比女性更经常地进行性幻想（Leitenberg & Henning，

1995）。男性每周约有60次想到性行为；是女性只有15次（Regan &

Atkins，2006）。

● 男性在性上花费更多的金钱，购买更多的性玩具和色情素材

（Laumann et al.，1994）。具体来说，男性有时会付费以获得性交

——澳大利亚的一项研究发现，23%的男性至少有一次为性行为付过款

——但女性几乎从来不会这样做（Pitts et al.，2004）。

● 最后，我们曾经提到过，男性平均比女性更能接受随意的性行

为（Ostovich & Sabini，2004）。他们也愿意与更多的人发生性行为

（McBurney et al.，2005）。

把这些现象加在一起，性驱力方面的性别差异或许就不是个小问

题了。当异性恋的夫妻协商他们的性互动时，上述每一种现象都或多

或少地会引起误解或烦恼。有些丈夫得到的性事次数少于他们想要

的，就可能会长期遭受挫折感。而同时，他们频繁的性行为常常惹怒

他们的妻子。（在此我们想到了电影《安妮·霍尔》[Annie Hall]在

1977年击败《星球大战》[Star Wars]赢得奥斯卡金像奖中巧妙的一

幕：在对分的屏幕上，浪漫夫妻双方都在探访他们的治疗师，治疗师

问他们的性行为频率：他悲叹，“几乎从来就没有，或许一周3次，”

她则抱怨，“经常发生，我肯定一周3次。”）在性驱力上典型的性别

差异意味着有些伴侣在性欲望方面会面临不协调，这可能会引起麻烦

（Schwartz & Young，2009）。这种不协调随着时间推移只会变得更



严重；大多数女性在绝经期之后性欲望都会下降（Birnbaum et al.，

2007）。一项对德国60多岁的老年夫妻研究发现，没有任何一个妻子

能满足丈夫想要的性行为次数（Klusmann，2006），对这样的研究结

果我们应该不会奇怪。

男性比女性期待更多的性行为，可能还会引起更严重的后果。女

性作为决定性行为发生与否的看门人，会发现男性为了换取性行为愿

意做出各种让步（Kruger，2008b）。男性对性行为的更多兴趣可能使

较小利益原则[6]发生作用：女性控制了男性想要的事物的使用权利，

这让她们拥有了影响男性的力量。在某些关系中，性行为可能是“亲

密关系市场中女性作为卖方，而男性作为买方的一件待价而沽的珍

品”（Baumeister & Vohs，2004，p.359）。

这点看上去粗鄙不堪，但情侣们无需介意于这一现象，以免影响

他们的交往。相反，人们总是想当然地认为，女性如果长期接受男性

许多的礼遇——比如昂贵的约会和其他令人满意的招待——就应该有

义务使他们关系更加亲密（否则她就应该停止接受这些礼遇）。咨询

专栏作家认可了这一点：“女性并不认为免费的宴请就应以性来报

答，但承担所有约会开销的男性却认为女性对浪漫的、最终亲密的关

系感兴趣。否则他们就会觉得被人利用并痛恨此事”（Mitchell &

Sugar，2008，p.B2）。这一模式的消极后果是，当男性感到女性“亏

欠”他们时，就会理直气壮地施加压力或强制女性发生性行为（Basow

& Minieri，2011）。

安全而明智的性行为

每天都会发生很多随意的性行为，但只有部分性行为是安全的。

大多数大学生——约四分之三——都曾有过随意的性关系

（hookup），即和没有恋爱的伴侣发生性关系，而且常常只持续一个



晚上，根本不会有任何建立长期关系的愿望（Paul et al.，2008）。

大多数一夜情的双方是非常熟识的——很多时候性伙伴是自己的朋友

——但有很多一夜情（37%）的双方并不认识或者不是很了解（Grello

et al.，2006）。一些一夜情只有接吻和性爱抚，但大约有一半的当

事人会发生口交或者性行为（尤其如果有人醉酒时），如果发生了性

行为，大概只有一半的情形会使用避孕套（Paul et al.，2008）。

在恋爱关系中性行为更加不安全——大学生在和新的恋人开始发

生性行为时，只有—半的人会始终坚持使用避孕套（Civic，2000）

——而在校园之外，情况更为严重。对在约会网站上寻找男友的740名

妇女（大多数人的年龄在30岁和40岁左右）的调查发现，当她们第一

次和新的伙伴面对面坐在一起之前，一般非常谨慎；先要进行漫长的

对话，检查对方的背景，并且在答应会面之前要商谈好界限，然后才

会在公共场合会面，携带上辣椒水喷雾器，或者让一位朋友待在附

近。但所有这些小心举措并不能确保安全的性行为。或许因为她们

（相信）彼此已经非常了解，30%的妇女在第一次和新伙伴会面时就会

发生性行为。并且总体上看，不论何时发生性关系，和线上伴侣会面

的妇女在第一次发生性关系时有77%的人不会使用避孕套（Padgett，

2007）。

因而，很多人在和新伴侣或者暂时的伙伴发生性行为时并没有使

用避孕套。而在美国每5位少女就有一位感染了生殖器尖锐湿疣

（Tanner，2008），他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放弃了安全性行为。究

竟怎么了？为什么这么多明智的人却会发生如此多的不安全的性行

为？有几个原因：



● 低估了不安全性行为的风险。首先，很多人的数学非常糟糕。

比如，某位女性在与某位感染了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正是这种病毒引起了艾滋病）的男性

的一次未采取保护措施的性接触中，感染艾滋病的概率实际上非常

低，只有0.2%。但如果这种低概率的事件不断发生，其将来发生的可

能性必然会提高。这里的问题是：如果某位女性与有艾滋病的男性发

生数十次未采取保护措施的性行为，她HIV变为阳性的可能性非常高；

她感染的几率非常高（Linville et al.，1993）。



类似地，几乎所有人都低估了过去性生活活跃的新伴侣感染性病

累计的总体风险（Knauper et al.，2008），这种虚假的安全感妨碍

了避孕套的使用。性伴侣众多的人比我们想象到的更有可能感染性

病，即使与每一个性伴侣单次性接触的风险很低。如果伴侣俊美动

人，我们尤其有可能低估这种风险；长相越俊美，我们认识到的风险

就越低，如果发生性行为就越不可能使用避孕套（Knauper et al.，

2008）。

有一种特别的偏差叫特殊安全错觉（illusion of unique

invulnerability），也会影响到我们对风险的估计。大多数人都会认

为不幸的事件通常更可能发生在别人身上，而自己不会这么倒霉，所

以我们不会采取明智的预防措施，以避免可以预见到的危险（Burger

& Burns，1988）。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那些认为自己不太可能会

感染性病的人更不可能使用避孕套，这使得他们更可能感染性病。人

们甚至在已经患上性病之后，仍认为自己不可能感染性病。对全美有

代表性的年轻成人的调查发现，在衣原体、淋病或毛滴虫病检测呈阳

性的年轻人中只有22%的人在近一年中注意到自己的病症，所以大部分

人并不知道自己身患性病——这些已患性病的人之中只有28%的人认为

自己可能感染性病（Wildsmith et al.，2010）。在评估性行为的风

险时存在各种偏差，或者只是懵懂无知（O’Sullivan et al.，

2010）。

● 错误决策。本打算使用避孕套的人有时头脑发热会改变主意，

之后又会对他们的决定感到后悔。是什么原因致使他们做出了糟糕的

决定？原因之一是性唤醒。当大学男生变得性兴奋时，他们看待事物

的角度和他们清醒时已然不同：花样变化的性行为（比如掌掴屁股、

二王一后的3P、与60岁老妪的性交）看起来更有诱惑力，存在道德问

题的行为（比如偷偷塞给女性毒品以换取性行为）看起来更能接受，



而避孕套则不怎么令人愉快（Ariely & Loewenstein，2006）。男性

一旦变得性兴奋，真的会“失去自制力”。

过量饮酒也会影响我们的决策，在性唤醒时尤为如此（Ebel-Lam

et al.，2009）。当人们醉酒后，和别人第一次发生性行为时不太可

能会使用避孕套，这部分是因为醉酒使他们忽视了可能发生的危险，

而把性事想得太过美妙（Cooper，2006）。这种现象被称为酒精近视

（alcohol myopia），指的是人们在醉酒后思考和加工信息的能力会

降低（Giancola et al.，2010）。这种受限的能力意味着他们只能把

注意力集中在最直接和最明显的环境线索。人们醉酒后，头脑里只有

充满诱惑力的性伴侣，他们完全忘记了之前要使用避孕套的意图，尽

管避孕套就装在他们的口袋或者钱包里（MacDonald et al.，

2000）。酒精和性唤醒显然是导致人们发生高危性行为的罪魁祸首。

● 人众无知。随意性行为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它并不如大多数人

（包括寻求一夜情的人）所认为的那般受人欢迎。男女两性从自己的

随意性行为中体验到的乐趣并不如他们认为得那般美妙，[大多数的男

人和女人都喜欢只为了随意性行为而与人约会（Bradshaw et al.，

2010），]尤其是一夜情发生性交或口交的女性会感到惴惴不安

（Fielder & Carey，2010）。尽管如此，大多数年轻人仍然认为其他

人一般会赞同这类行为，因此他们会感到迫使他们发生随意性行为的

社会压力（Hines et al.，2002）。

这种心理现象就是人众无知（pluralistic ignorance）的表现，

如果人们错误地认为他们的情感和信念与其他人不一样，就会产生人

众无知。团体中的人群通过错误解读彼此真实的偏好，最终每个人都

认为大家所遵循的行为规范获得了广泛的认同，但几乎没有人私下支

持这种规范。因而，大学男生或许会明智地希望发生安全的性行为，

但却又做不到，因为他们错误地认为安全性行为并不流行。我们对他



人态度和行动的判断会影响我们的性行为，但这些判断并不总是正确

的。的确，女性认为男性对避孕套持更消极的态度，但男性未必如此

（Edwards & Barber，2010）。如今，男性和女性在使用避孕套的意

愿上并无差别（Hood & Shook，2011）

● 权力不等。在第12章我们将看到，权力是让伴侣按你的期望来

行事的能力。如果伴侣双方拥有的权力不等，而强势一方反对使用避

孕套时，他们就不太可能会使用避孕套（Woolf & Maistro，2008）。

一般而言，女方权力越大（Pulerwitz et al.，2000），越诚实和直

率（Impette et al.，2010），她和伴侣在发生性行为时就越有可能

使用避孕套。

● 禁欲教育。为了使青少年相信禁欲是唯一正确的做法，一些禁

欲教育项目对学员宣称避孕套没有作用（这当然是无稽之谈）（Lin &

Santelli，2008）。适得其反的是，当这些青少年发生性行为时——

大多数青少年都会这样做——他们与其他的青少年相比更不可能使用

避孕套（Rosenbaum，2009）。

● 亲密感和愉悦度的减少。在所有影响安全性行为的因素中，最

重要的阻碍或许是，人们不使用避孕套通常能更好地享受性生活。男

女两性都觉得如果没有避孕套，性事更令人快乐，并且男性尤其可能

喜欢没有防护的性行为（Randolph et al.，2007）。未使用避孕套的

人们认为他们的性事更为亲密，情感上也更为满足（Smith et al.，

2008），因此，很多人（30%的男性和41%的女性）的性伙伴试图说服

他们不要使用避孕套。显而易见，有着10位以上性伙伴的人——因而

感染性病的累积风险非常高——和性伙伴人数较少的人相比，更可能

劝阻其新伴侣采用避孕套（Oncale & King，2001）。

避孕套的使用显然受到各种不同影响因素的支配。教育可以消除

人们的错误认识，但要改变对避孕套冷漠、厌恶的认知却非常困难。



这里给读者两条建议。当把避孕套当做性生活前戏的一部分时，避孕

套不太可能会“大煞风景”（ Scott-Sheldon& Johnson，2006）。不

要认为避孕套是打断你们做爱的烦心之物；时机适当时，帮助你的伴

侣戴上避孕套，能创造性地、从容不迫地提升而非降低你的兴致和预

期。我们还建议，当你的确使用避孕套时，在今天，比不使用避孕套

能给伴侣双方传递出更多的尊重、关心和关注。说服你进行不安全性

行为的新伴侣，很可能不如乐于尊重你意愿的伴侣珍视你和你们的亲

密关系（Otto-Salaj et al.，2010）。请理直气壮地要求新伴侣使用

避孕套，你当然不必为此感到尴尬。如果你提到避孕套，大多数人是

欢迎的——如果伴侣不愿意按你期望的去做，你大概无论怎样也不会

愿意与此人分享你自己。

性满足

人们在性关系中的行为表现固然重要，但人们对这些行动的感受

更有影响力。令人欣慰的是，如果人们身体健康，性生活不存在问

题，拥有稳定的伴侣，大多数人都会有幸福的性生活（Heiman et

al.，2011）。例如，当上述三者具备时，参与美国波士顿一项大型研

究的妇女只有6%的人对她们性生活整体上不满意（Lutfey et al.，

2009）。另一方面，只有约一半（51%）的波士顿样本在近一个月有过

性行为；许多人没有合适的伴侣，还有些人只是对性生活没兴趣。而

性活跃的人超过三分之一的人（39%）碰到各种令人沮丧的问题，如疼

痛、缺乏性欲、难以获得高潮等。中老年男性的性功能发生问题的比

例也类似（Klapper，2010），所以如果结合所有这些影响因素，美国

45岁以上的人只有少数人（43%）目前具有满意性生活（Crary，

2010）。



这种调查结果令人失望。如果我们身体健康，我们能做些什么来

获得更多的性满足？没错，许多研究都揭示了一些深刻的洞察。有趣

的是，在美国只有单一爱人的人比起那些有着两个或更多性伙伴的

人，更普遍地体验到高度满足的性生活——一般而言，只要夫妻极为

忠诚于他们的伴侣关系，珍视一夫一妻制（彼此保持忠贞），他们就

可能对性生活满足（Waite & Joyner，2001）。拥有一个以上的爱人

或许令人感到刺激，但大多数人发现忠诚于某个特定的配偶似乎更充



实。的确，美国男人从具有稳定亲密关系的伴侣所获得的性愉悦要比

从其他任何人所获得的都要多（Herbenick et al.，2010a），在德

国、西班牙、巴西、日本和美国，性伴侣越少的男子性生活更满意

（Heiman et al.，2011）。

人们发生性行为的频率也有着重要的影响，至少对于男人而言是

如此。在一项经典的研究中，每周有3次或者更多次数性行为的夫妻中

有89%的人报告对他们的性生活感到满足，而一个月仅有一次性行为的

夫妻中只有32%的人感到性满足（Blumstein & Schwartz，1983）。当

然，这类相关现象的影响因素很多，但有两种模式值得注意。首先，

性生活的频率对于男性比女性更重要（Heiman et al.，2011），其

次，更频繁的性行为的确能增加新婚男士在性生活中体验到的满足感

（McNulty& Fisher，2008）；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性行为变得更为

频繁他们会感到欣喜，而如果性行为减少则会感到苦恼。

但无论性行 为的频率怎样，只要它能实现人类对自主

（autonomy）、能力（competence）和交往（relatedness）的基本需

要，性的互动就最有奖赏价值。根据自我决定理论（Self-

Determination Theory）的基本观点，如果我们日常参与的活动能让

我们选择和控制自己的行动（即自主），感到有信心和能力来应对

（即能力），并且能建立与他人的亲密联系（即交往），我们就会感

到很幸福和健康（Deci & Ryan，2000）。性生活当然也符合这一理论

观点（Smith，2007）：最美好、最满意的性互动可以让我们做我们想

做的事情，并且能完成得很出色，在此过程中还能感受到伴侣的爱恋

和敬重。

对此你可能不会感到奇怪。值得注意的是，很多人的性生活通常

不太令人满意，因为他们的性行为无法满足这些需要。具体来说，那

些支持传统性别角色的人往往想当然地认为，在性生活中男性应该居



于主导地位，而合乎体统、女人味十足的女性应该对她们的男人温和

恭顺、俯首帖耳；男方采取各种主动措施，女方则按他的要求来行事

（Sanchez et al.，2006）。问题是这些期望把女性置于被动的地

位，这会损害她们在性生活的自主性；她们很少能选择性事日程，很

少能占据性事的主导权，因此她们在性事上常常不能得偿所愿。剥夺

女性的主动权和控制权会削弱她们的性欲望，降低她们的性唤醒，使

她们更难获得性高潮，所以她们对性生活没有多大的兴趣（Kiefer &

Sanchez，2007）。从男性的角度来说，总是处在控制地位也令某些男

人不悦。许多男性希望他们自己是其伴侣渴望的有吸引力的目标，期

盼他们的爱人能不时地居于主导地位；当女性能发起性行为并且自信

地表现自我而非消极被动时，他们也会感到很兴奋（Dworkin &

O'Sullivan，2005）。因此，传统性别角色的规定看来同时剥夺了男

女双方的某些性自由和性放任，致使他们的性互动达不到原本可能的

满足程度；彼此允许更多自主权和选择权的夫妻能享受到更为满足的

性生活（Sanchez et al.，2005）。

促使我们进行性互动的动机似乎也会影响我们的性满足

（Stephenson et al.，2011）。前面我们提到过（请翻到287~288

页），人们发生性行为的理由多种多样，运用我们在第6章介绍过的接

近和回避维度，[7]就可以对这些理由进行整理分类。有时性行为的目

的是为了获得（或者“接近”） 积极结果，比如亲密感的提升或个人

快乐的增加等。例如，如果我们通过性行为来寻求鼓舞和充实伴侣关

系的亲密感（这可能是令人振奋的情感理由），我们就是在追求积极

的结果。相反，如果性行为的目的是为了预防或避免不愉快的结果，

则我们就在追求不同的目标。我们可能试图去防止伴侣的愤怒或者避

免伴侣对我们失去兴趣（这可能是令人烦恼的不安理由）。你认为哪

一种动机更充分呢？UCLA大学生的日记揭示出，如果性行为有着积极

的理由，则人们对性生活会感到更加满意、亲密和有趣。相形之下，



如果性行为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有害的结果，则人们会体验到更多的消

极情绪，他们的关系也会受损；久而久之，为了回避理由而进行性行

为的伴侣更有可能分手（Impett et al.，2005）。在床榻之上有着强

烈接近动机的人，对他们的伴侣也会有着深刻而持久的性欲望

（Impett et al.，2008）。很显然，那些通过性行为以表达对伴侣的

爱意、加深彼此的关系、给予和获得身体快感的人，比起那些因其他

理由而发生性行为的人会更热切地追求（并享受）性互动（Cooper et

al.，2008）。

性沟通

值得一提的是，影响性满足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性沟通。许多

人在谈到性时会感到笨嘴拙舌，他们在性事上经常沟通不良，以致根

本不再谈论性了。夫妻经常在发生性行为时从来就未曾提及性本身：

一方通过呻吟、亲密的触碰和解开衬衫的纽扣来表示性欲望，而另一

方只是不作一点反抗来默默地表示他 /她的赞成（ Vannier&

O'Sullivan，2011）。没有言语沟通的性行为有问题吗？当然会发生

问题。如果我们从来不和我们的伴侣真诚、无畏、坦率地探讨我们的

性喜好和性厌恶，则会对我们的生活造成巨大的伤害，其重要原因

是：在性行为上清晰的沟通与更多的性满足有关（MacNeil & Byers，

2009）。那些能坦率谈论性行为的人与那些只会不时地嘟囔抱怨的人

相比，前者与伴侣有着更为满足的性互动。

著名的性行为研究专家威廉·马斯特斯（William Masters）和弗

吉尼亚·约翰逊（Virginia Johnson）在一项有启发性的研究中着重

指出良好的性沟通的重要性，该项研究比较了异性恋者、男同和女同

的性经历（Masters & Johnson，1970）。研究者观察了伴侣们的性行

为，并广泛地对他们进行了访谈，结果发现男同和女同们性经历的主

观质量——包括心理上的投入、对伴侣的需要和愿望的应答性、对性



经历每个方面的享受——实际上要好于异性恋者。同性性行为是更满

意的性行为。男同和女同性互动的优势之一是参与者双方都是同性；

男同和女同都知道他们自己的喜好，也能合理地预测他们伴侣的喜

好。然而，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认为有价值的同性关系的首要基础就是

良好的沟通。男同和女同能比异性恋者更轻松、更坦率地谈论他们的

性感受。他们会彼此询问双方所期望的动作，感觉良好时会给出反

馈，并且一般会指导自己的爱人怎样取悦自己。相形之下，异性恋伴

侣则会“持续忽视”公开的性沟通并显示出“对伴侣缺乏好奇心”的

自我毁灭倾向（Masters & Johnson，1970，p.219）。

令人欣慰的是，如果异性恋者能诚实地告知对方自己喜好和讨厌

的性方式，以及对方应该怎样做，他们就更可能拥有同性恋者一样高

质量的性生活（MacNeil & Byers，2009）。这种讨论本身就非常亲

密，经常进行性沟通的伴侣不仅能享受到更高的性满足，而且对他们

的整个伴侣关系也更为满意（Byers，2005）。

良好的沟通也有助于我们应对某些尴尬情形，比如我们不想发生

性行为，以及我们的意图被人误解。你或许已经获悉女性和男性有时

对性情境的诠释存在严重的差别，这会引起挫折感和敌意。男性比女

性有着更强烈的性欲望，他们确实比女性更经常地想到性，所以他们

往往能从女性根本不带有性意图的中性行为中品读到性兴趣

（Haselton，2003）。在安东尼娅·阿贝伊（Antonia Abbey）的经典

研究中首先证明了这一点，她首先邀请一些男人和女人，让他们彼此

相识，然后一对一地进行闲谈，同时让另一对男人和女人观察他们的

谈话（Abbey，1982）。参与互动的男人和旁观的男人都倾向于把女方

的友善之举解读为表示性兴趣的信号，即使参与谈话的女性根本没有

激起性欲望的意图，旁观的女性也没有觉察到这类行为。男参与者真

实觉察到的性挑逗信号实际上并非女方有意为之，或者可能根本就不

存在。



这类事情并不罕见；大多数男性（54%）至少有一次误解了女性的

性意图（Jacques-Tiura et al.，2007）。毫无疑问，这些错误大多

是无心之过，根源于对非言语行为的无知，而男性在这点上尤甚于女

性（Farris et al.，2008a）。并且，拒绝传统性别角色和珍视男女

平等的男性不太可能犯这些错误（Farris et al.，2008b）。然而，

具有大男子主义思想的男性对女性兴趣的错误判断非常普遍——特别

是在双方都醉酒后，这些“大丈夫”把性行为视为逐利竞赛，并且喜



欢支配女性（Jacques-Tiura et al.，2007）。正是这些男性最有可

能实施性胁迫，而对女性性兴趣的错误知觉通常是这类不幸事件的前

奏（Farris et al.，2008b）。清楚明确的沟通有时是让这类男性明

白过来所必需的——最有效的拒绝是自信果断、前后一致和坚持不懈

的（Yagil et al.，2006）。当需要表明你的感受时，不要扭捏作态

或者玩笑戏谑；请清楚地表明你没有兴趣，必要时还得重复表态。

性满足与关系满意度

最后，我们要注意性满足并不是在真空中实现的；如果我们对与

伴侣的亲密关系并不如意，就不可能对我们的性生活感到满足。性生

活和亲密关系的满足是并驾齐驱的。不论伴侣们已婚还是同居，异性

恋还是同性恋，能享受到最满意的性互动的人一般也对他们的亲密关

系非常知足，并且会忠于他们的关系（Holmberg et al.，2010）。

性满足和关系满意度存在关联的原因之一是它们都受到类似影响

因素的支配。相似性和压力就是这样两个影响因素。我们喜欢那些与

我们相似的人，当伴侣有着类似的性经历时伴侣们就会感到更为满

足。丈夫和妻子在以往性伴侣的数量上相差越大，他们的婚姻就可能

越不幸福（Garcia & Markey，2007）。而且，在工作场所和家庭之中

所遭逢的骚扰和压力也会同样地影响到性满足和关系满意度；被挫折

感和困难所困扰的人一般在性关系和人际关系上都不会感到满意

（Bodenmann et al.，2010）。

然而最为重要的是，有着美好性生活的亲密关系往往更令人满

意，因为充实快乐的性生活使得伴侣关系更让人感到满足，反过来，

对伴侣的爱意也使得性生活更加具有奖赏价值（Yucel & Gassanov，

2010）。与伴侣心旷神怡的性生活可以舒缓压力，怡情养性，这是独

自一人通过手淫得到的性高潮所无法比拟的。随后，这种积极的情绪



和乐观的展望也会增加后来的肢体之爱和性活动的亲密感（Burleson

et al.，2007）。因而性满足能增加关系满意度，反之亦然。

而且，这一模式会持续终生。对平均婚龄为43年的老年夫妻的研

究发现，虽然他们的性行为不如过去那么多，性生活仍然是他们满意

婚姻的重要组成部分（Hinchliff & Gott，2004）。总的来说，对性

满足的研究表明，性行为并不是自动使亲密关系变得美满的灵丹妙

药。最美妙的性行为似乎还依赖于：

● 个体特殊的性欲望能得到伴侣的理解和尊重，这样他/她的需

要才能得到满足，

● 重视自己的伴侣并致力于维护好伴侣关系，

● 愉快地彼此相处，不论是在床上还是床下。

性胁迫

如果伴侣一方在违背另一方意志的情况下，故意哄骗、引诱、威

胁、甚或强制对方与之发生性接触，则会损害伴侣的性互动和伴侣关

系。这类行为有多种形式（DeGue & DiLillo，2005）。逼迫他人发生

性接触主要有以下施压方式：（1）通过言辞威逼利诱。包括虚假许

诺、制造内疚感或者威胁要结束伴侣关系；（2）和人一起饮酒或者吸

毒以削弱对方的反抗；（3）暴力威胁——或实际上使用暴力——强迫

别人屈从。这样引起的有害性行为范围较广，包括一般的触碰和爱

抚，以及严重的插入和性交。

图9.4描绘了上述两个维度。归纳起来，图中描述了四大类型的性

侵犯。它们之间的界限并不精确——根据具体的环境它们可能会有交



叉——但这些区分仍然很实用。位于第1象限的性侵犯指个体用言语哄

骗他人屈服于他/她所不愿意的身体触碰。因为这种侵犯相对而言并不

是很严重（不会违法），所以一般不认为是性胁迫；大部分大学生想

当然地认为这类行为是约会过程中再平常不过的麻烦事（Oswald &

Russell，2006）。许多人仍认为性行为是一场男女互为对手的角逐

——女性持有性奖品，而男性则通过欺骗、坚持和强权来赢得这种奖

励——所以在交往中，男性根本无视女性是否有兴趣，只要有可能就

偷偷摸摸地侵扰女性，这似乎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Krahé et

al.，2007）。然而，因为这些行为违背了伴侣的意愿，所以它们并非

无害，这些行为亵渎了伴侣。如果男性这样侵犯他们的女伴，他们就

非常有可能暗中对女性持有敌视态度，认为所有的女性在私下里都喜

欢被人强奸（Hoyt & Yeater，2011）。这些行为对亲密关系也有侵蚀

作用，与性的不满足和关系的不满意都有关联（Katz & Myhr，

2008）。



图9.4　性侵犯的四大类型

结合两个不同的维度——施压方式和引起的有害性行为——就可以描绘出四大类不

正当的性行为。

资料来源： DeGue & DiLillo，2005.

在第2象限，性侵犯表现为通过花言巧语或者将人灌醉而将阴茎插

入女性体内。如果女性不积极主动、毅然决然地抵制这种行为，人们

就会认为女性也要担当此类行为的部分责任（Cohn et al.，2008），

所以这类行为很少被提起诉讼。第3和第4象限包括各种形式的暴力

（或者使用药物导致受害人昏迷不能反抗），这类暴力行为显然不合

法。第4象限的“强奸”如果证据确凿就会被提起公诉。



大多数人都不会对异性实施上述任何形式的性胁迫（Spitzberg，

1999）。尽管如此，性胁迫却惊人地普遍。具体的计数取决于对性胁

迫的精确定义，但6位女大学生中每2个月就有1位会遭遇某种形式的性

胁迫（Gidycz et al.，2008），大多数女性（56%）在大学生活中都

会受到这类骚扰伤害（Crown & Roberts，2007）。整体来看，男性会

比女性更多地使用暴力——男性更可能是第3和第4象限性侵犯的施暴

者而非受害者——但女性和男性一样有可能用言语胁迫不情愿的伙伴

发生强迫的性交；大约有25%的男性和女性会制造此种恶行

（Spitzberg，1999）。

这些性侵犯行为当然没有一丝同情心和爱心，甚至一开始就心怀

不轨。实施性侵犯的人往往会对异性持轻蔑、冷酷和粗暴的态度

（Hines，2007）。性侵犯还会造成一定的伤害：女性如果受到强迫或

恐吓而发生违背意愿的性行为，其身心健康都会受损，特别是在她们

一而再地受到侵害时（de Visser et al.，2007）。

所以普遍存在的性胁迫会带来破坏性的结果，不论其以何种形式

出现。该怎样行动来减少性胁迫的发生呢？我们有几个建议。首先，

请当心那些把性行为看成角逐某种利益的恋爱对象。他们在内心里不

可能把你的利益放在首位。其次，请远离麻醉类物品；不论是酒精还

是毒品都可能会使人举止不端，的确大多数性胁迫都会涉及酒精和毒

品（Hoyt & Yeater，2011）。第三，下决心坚定地反抗任何性侵犯的

苗头。如果情况恶化，能够预先就断然拒绝不正当性行为的女性，不

太可能被动地屈从于男性的侵犯（Gidycz et al.，2008）。第四，在

你开始亲密交往前，直接、坦率地和伴侣说清楚性界限，这样可以避

免不必要的危险。（至少，告诉你的伴侣，“如果我说‘不可以’，

真的是拒绝你，不是欲迎还拒。”）沟通不良和误解经常会引起性胁

迫，如果提前表明行为的底线，错与对的界限就非常清楚（Winslett

& Gross，2008）。最后，把爱人视为和你平等的伴侣，他/她的喜好



和快乐和你的一样重要。这种尊重和体贴是和性胁迫不相容的，如果

你和爱人都这样想，你们更可能体验到更满足的性生活（Rudman &

Phelan，2007）。

请你思考

查德和珍妮弗相爱了。查德对珍妮弗有着强烈的性欲望，并且一

直很享受和她的性生活，但他仍然感到一些缺憾。珍妮弗通常也喜欢

性生活，看起来也很享受，但她很少积极主动，一般都是查德一个人

在忙活。珍妮弗往往只是平躺在床上，查德希望她更主动点，不时地

能带带头。他期望珍妮弗在床上能多点花样，偶尔也能爱抚他全身。

不过，他并没有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珍妮弗。他们的性生活还算不错，

但算不上美满，查德担心任何的抱怨只会使事情更糟糕，而不会有利

于他们性生活的改善。

你认为查德和珍妮弗的未来会怎样？为什么？

[1] 显然并非所有的人都会结婚，但“婚前性行为”是比“未婚性行为”更常用、更方便的用词。

[2] 不管3P是两女一男还是两男一女，人们对女性的评价都更为负面。

[3] 本节我提及的“性行为”都指阴道性交。伴侣的出轨行为有很多种，从色情短信和网络性爱到接

吻、性爱抚、口交和性交（Luo et al.，2010），但人们对于哪些行为才算“出轨”却存在分歧（Kruger

et al.，2010）。因此为达成共识，我将侧重几乎每个人都认为不忠的行为。

[4] 这个关键概念在第1章34页曾介绍过。

[5] 这个概念也见第1章33页。

[6] 需要提醒你较小利益原则吗？请翻到第6章185页专栏6.1。

[7] 需要提醒你接近动机和回避动机的概念吗？请翻到第6章191~195页。



第10章 压力与紧张

我们先盘点一下已学过的内容。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讨论了适

应良好和适应不良的认知，有效和无效的沟通，有价值和无价值的社

会交换。我们还考察了影响亲密关系的有利和不利因素。现在我们换

个角度考察亲密关系，本章我要集中探讨对亲密关系有害的各种陷

阱、障碍和危险。更重要的是，本章所提及的压力和紧张——感情创

伤、伴侣排斥、嫉妒、说谎和背叛——在许多亲密关系的发展过程中

是屡见不鲜的。我们都曾经历过感情创伤（Vangelisti，2009），而

且几乎每个人迟早都会对亲密伴侣说谎（DePaulo et al.，2006）。

甚至各种直接的背叛都惊人地普遍，并且很难避免（Baxter et al.，

1997）。

然而，这些事件虽然普遍存在，但并不意味着它们不重要。这些

负面事件会严重地损害亲密关系，它们可以解释为什么大多数人在过

去五年里都曾经历过非常糟糕的亲密关系（Levitt et al.，1996）。

尽管负面事件的具体表现千差万别，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Leary，2005）：负面事件的出现，表明我们得不到伴侣的爱慕和尊

敬。

感知到的关系价值

因为归属需要[1]的推动，大多数人非常关注亲密伴侣对自己的看

法。我们希望伴侣需要我们，希望他们重视我们的陪伴，希望他们认

为与我们的亲密关系弥足珍贵。我们希望伴侣能积极地评价与我们的

亲密关系，有时我们还期望亲密关系非常亲密、富有意义。因此，根



据心理学家马克·利里（Mark Leary）的观点，我们在知觉到自己的

关系价值（relational value）——即他人认为与我们的亲密关系珍

贵、重要或亲近的程度——低于我们的期望时就会感到苦恼（Leary，

2005）。

在与他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我们总有可能遭逢到不同程度的接纳

和拒绝，利里（Leary，2001）认为这种接纳/拒绝程度可以按表10.1

所示，排列成能系列变化的连续体。在极端情况最大的接纳情形下，

人们寻求我们的陪伴，除非我们出现，否则聚会不会开始。当人们以

主动的接纳对待我们时，接纳程度要稍微低一点，但仍然会积极地偏

向我们：他们邀请我们参加聚会，并且很高兴看到我们的到来。然

而，当他们并没有邀请我们参加聚会，但发现我们露面，却还容许我

们参加时，他们的接纳就更为被动。而如果不论我们出现与否他们真

的根本不在乎，既不接纳也不拒绝，他们就对我们有着矛盾的情感。

如果我们期望他人喜欢和期待我们，不明朗的矛盾情感会令人大

伤脑筋。但他人对待我们的态度还可能变得更差。当他人忽视我们，

希望我们出现在别处时，我们就面临被动的拒绝，而当他人千方百计

地故意避开我们时，我们就遭逢主动的拒绝。不过，在最大的拒绝的

情形下，他人在其聚会中发现我们而命令我们离开时，最彻底的排斥

就出现了。这种情形下，他们仅仅避开我们并不解恨，还希望我们消

失。

表10.1　不同程度的接纳和拒绝



资料来源：Adapted from Leary, 2001.

这类经历带给我们的情绪反应取决于我们期望别人接纳我们的程

度，以及他们的接纳或拒绝对于我们的意义。有时他人因为我们太优

秀而孤立我们，这类拒绝远不如因缺点或过错而导致的拒绝痛苦。正

如美国电视节目《幸存者》（Survivor）的场面：参赛者有时要投票

把最有本领和才华的竞争者淘汰出生存的小岛，从而增加自己赢得比

赛的机会。因为比其他人优秀而遭到排斥，可能对你的伤害较小，但

因为无能、疏忽或者犯错而遭人孤立则会让你饱受打击（Leary，

2005）。

此外，如果你遭到某个团队的拒绝，但在一开始你就不想参加这

个团队，那么这对你构成不了什么打击。而当我们期望别人接纳我

们，非常在乎别人对我们的看法时，这时的拒绝才更加令人痛苦。的

确，即使别人既接纳又喜欢我们，但达不到我们期望的程度，我们这

时仍有可能受到伤害。这正是单恋经常出现的情形（Baumeister &

Dhavale, 2001；请参见专栏8.2）。我们的单恋对象可能反过来也会

喜欢我们，但如果我们期望得到的是爱恋而不仅仅是喜欢，他们温和

的举动就令人抓狂了。



种种可能的结果都表明，他人对我们客观的接纳或拒绝和因此导

致的情感之间只有粗略的联系，所以我们要重点研究这样一种认知：

伴侣对亲密关系的重视达不到我们对他们期望的程度，这也是我们在

本章要考察的压力和紧张的核心内容（Leary，2010b）。如果我们感

知到的关系价值低于我们的期望，就会感觉受伤。

感情创伤

事实上，与人交往时我们体验到的接纳或排斥感，与他人对我们

的评价有着复杂的关联：最大的拒绝并不比单纯的矛盾情感糟糕太多

（Buckley et al.，2004）。请仔细看看图10.1。图形描绘了人们根

据他人在10点量表上对自己评价的反应。最糟糕的评价为1分，表示最

大的拒绝，最满意的评价为10分，表示最大的接纳；而他人根本不在

乎我们就是量表中点的5分，表示矛盾情感。图形表明一旦我们发觉别

人不欢迎我们，则无论他们仅有一点讨厌还是非常讨厌都几乎无关紧

要了：当他人表现出对我们任何程度的拒绝时（也就是说他们评价在4

和1之间），我们对自我价值的即时评价都会降到最低点。



图10.1　对接纳和拒绝的反应

图中曲线描述了我们对自己的即时评价和他人对我们的待遇的对应关系。当人们从

矛盾情感转变到欢迎我们时，自尊急剧增加，但任何程度的拒绝都会使我们的自尊

降至最低点。他人忽视我们带给我们的感受，和命令我们离开或者驱逐我们几乎一

样糟糕。

资料来源：Leary，Haupt et al.，1998.

另一方面，就接纳而言，从十分讨人喜爱到完全崇拜之间我们的

自尊水平并未提升。相反，从矛盾情感的较低端（4分左右）到出现接

纳的较高端（7分左右）之间的些微变化却令我们更为敏感。随着人们

越来越喜欢我们，我们的自我感觉也越来越良好，直到他们对我们的

佩服得五体投地。这一过程有着演化学上的意义（Leary et al.，

1998）；精细区分不同的接纳程度能让我们得到更多的生存资源和交

配机会，这比监测敌人的敌意要实用得多。（毕竟就未来配偶的反应

而论，轻微的厌烦和彻底的厌恶之间通常实际差别并不大！）



所以，他人温和的拒绝带来的感受通常和更大程度的拒绝一样糟

糕。但他人对我们接纳的减少可能影响更大，特别是发生在矛盾情感

和主动拒绝这一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喜欢我们的人们突然变得不

怎么喜欢我们了。利里和他的同事通过控制参与者刚结识的人对他们

的评价，证实了接纳程度的下降所引起的严重后果（Buckley et

al.，2004）。当年轻的参与者通过内部通话系统向另一个人介绍自己

时，他们会看到计算机荧光屏呈现的时断时续的评价（见图10.2）；

研究者告诉参与者，评价是由谈话的另一方给出的，但实际上是由研

究者控制的，有四种评价反馈模式。有些人得到的是持续的接纳，得

分只有5和6，而另一些人总是遭到拒绝，得分只有2和3。被人厌恶是

痛苦的，所以能得到未曾谋面的谈话者接纳的人，比遭逢拒绝的人更

加快乐、自我感觉更好。但还有两组参与者得到的评价前后会发生变

化，开始糟糕随后变好，或者开始良好随后变差。在后一种情况下，5

分钟里参与者得到的连续评价是6、5、3、3、2。显然，“给出”这种

评价的另一方和参与者认识了解得越多，另一方就越不喜欢他们。

图10.2　实验室情境下的关系贬值



假设你要向另一个房间的人介绍你自己，每隔60秒某个数字就会点亮，你得到的评

价开始很高，但后来变得越来越差。5分钟后，别人给你的评价是“2”分，表明他/

她一点也没有兴趣与你会面。你的感受如何？

资料来源：Buckley et al.，2004.

这种拒绝程度不断增加的现象特别令人痛苦，甚至比稳定的拒绝

激起更多的消极行为反应（Buckley et al.，2004）。显然关系贬值

（relational devaluation）——即我们感知到的关系价值减少或者

他人对我们的尊重明显下降——带给人的感受尤为可怕，会引起多种

痛苦的情绪反应。当伴侣背叛我们，我们就会感到悲哀、愤怒和受

伤，而受伤感是一种独特的感受，与关系价值的减少有关（Leary &

Leder，2009）。感情创伤非常类似于身体的伤痛；我们的身体反应是

类似的，应对感情创伤的生理系统与应对身体疼痛的系统一样

（DeWall，2009），镇痛药醋氨酚（acetaminophen）[2]在缓解社会

拒绝的痛苦方面显然与其治疗头痛一样：大学生每天都服用醋氨酚，

在一周半之后比服用安慰剂的学生感情创伤更少（Dewall et al.，

2010）。心理上的伤口会带来切实的苦恼。感情创伤最主要的特征是

受伤感——感到关系的准则被打破，自己饱受打击伤害，如同斧钺加

身——使得感情创伤成为一种独特的情绪体验（Feeney，2005）。

当关系贬值发生时，某些人更容易受伤。一如既往，依恋类型在

这里起着重要的影响。高忧虑被弃的人受到关系贬值的伤害要远甚于

那些忧虑较低的人（Besser & Priel，2009）。（你可以想象到，他

们紧张害怕，唯恐别人不再爱恋他们，这会充分地放大他们感受到的

伤害。）而高回避亲密的人在他人回避时体验到的痛苦较小；当你在

一开始就不希望和别人太亲近时，拒绝带来的伤害就较小（Feeney，

2005）。人们的自尊水平也有影响：低自尊的人比起高自尊的人更容

易受到感情的伤害（Ford & Collins，2010）。



事实上，自尊还是预测人们面对强烈拒绝（比如伴侣排斥）时如

何做出反应的重要因素。在我们考察人们遭人忽视或者受到“沉默对

待”会如何应对时，我们将更全面地详述感情创伤对人际交往的影

响。

伴侣排斥

甚至在亲密关系之中也会经常出现人际拒绝，这就是排斥

（ostracism），即受到身边人的忽视和“横眉冷对”。如果沉默对待

是刻意为之的，排斥者就会故意克制对他人做出反应，有时装作对方

根本不存在。大多数人都经历过排斥；在一项大型调查中，67%的美国

人承认曾经冷眼对待过亲密伴侣，75%的人曾经遭受过爱人此类对待

（Williams，2001）。

人们为什么会刻意忽视自己的伴侣？排斥者们往往会冠冕堂皇地

认为他们的排斥行为是一种惩罚伴侣、避免对抗或者在冲突之后平复

心绪和低调处理的有效手段，而且他们通常还相信排斥有助于实现他

们的人际目标（Sommer et al.，2001）。但是从排斥的本质来看，这

样做通常会使被排斥者感到疑惑：为什么自己会被人忽视

（Williams，2001）？当排斥的伴侣保持沉默时，只有极少的人会进

行解释，这样被排斥的伴侣往往对排斥的原因一无所知。他们只知道

自己被人拒绝了，他们体验到的情感更多是愤怒、沮丧和伤害，而不

是内疚和悔恨。因此，被排斥者一般并不认为伴侣的退避行为是友善

或者有效之举，相反，他们通常认为排斥只会损害他们的亲密关系

（Zadro et al.，2008）。

排斥对人的伤害是深刻而又痛苦的，因为它威胁到人类最基本的

社会需要（Williams，2007），使人感到屈辱（Bastian & Haslam，



2010）。沉默对待会损害我们对他人的依恋，进而威胁到我们的归属

需要，摧毁我们的自我价值观，降低我们对人际交往的控制感。我们

对此类威胁的最初反应往往是一团乱麻。面对人际拒绝，人们的情感

会变得迟钝（DeWall & Baumeister，2006），并开始做出愚笨、自我

挫败的选择（Twenge，2008）。遭到“冷遇”的人甚至感到寒冷：人

们感到受排斥时房间都变得更冷，更想吃热食或热饮，而没有遭排斥

时则不会这样（Zhong & Leonardelli，2008）。时间似乎也变得更

慢；在一项研究中要求参与者估计一段40秒间隔的时长，感到被人接

纳的人平均（相当精确）的估计值是42秒，而那些感到被人拒绝的人

则认为过去了64秒（Twenge et al.，2003）。一般而言，拒绝似乎会

使人进入心理的倦怠状态，理性计划和缜密思考减少。

人们具体的反应取决于个体的哪种需要受到威胁（Williams，

2007）。如果归属需要受到威胁，受到排斥的人会努力重新获取伴侣

的尊重，百依百顺，言听计从，尤其在他们认为亲密关系（和关系价

值）能恢复的情况下（Richman & Leary，2009）。然而，他们也可能

寻找新的较为宽容的伴侣。被伴侣孤立后，人们通常特别急于结交新

的、更友好的朋友（Maner et al.，2007）。

如果排斥看来不合理，也不公平，危及人们的控制感或者自我价

值，就可能发生更为敌对的反应（Warburton et al.，2006）。被排

斥的人变得愤怒时，会贬低忽视他们的人，认为排斥者的观点没有根

据、不合情理、鼠目寸光，变得更加乖戾暴躁、好勇斗狠（甚至对待

无辜的旁观者也是如此），而不是战战兢兢、逆来顺受（DeWall et

al.，2009）。事实上，很多暴力恐怖事件发生之前，施暴者都曾有被

人排斥或者示爱被拒的人际经历，比如校园枪击案中的学生携带枪

支，射杀无辜同学（Leary et al.，2006）。排斥他人的行为就如同

侮辱或者训斥一样使人受挫和愤怒。



研究者设计了很多巧妙的实验程序，可以在实验室条件下制造出

强烈的拒绝体验。比如给陌生的参与者作了短暂的介绍后，参与者得

知没有人希望和他们一起合作（Leary，2005），还有参与者在面对面

的讨论或者在由研究助手管理的聊天室里直接被忽视（Williams，

2001）。但由基普林·威廉斯和其同事开创的传接球游戏最有启发意

义，也最令人受打击（Williams & Zadro，2005）。在传接球游戏进

行时，你要和另外两个人在一个房间里等待主试5分钟，而另外两人正

在你来我往地投掷墙球[3]。你们都是刚刚认识，都在打发这5分钟，

等待主试回来；在游戏的第1分钟，你经常能接到球，感觉非常轻松愉

快。但随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接下来的4分钟里，没有人把球投给你。

另外两位彼此兴高采烈地自娱自乐，完全忽略了你，既不看你一眼，

也无视你的抗议。就好像你根本不存在。

研究者甚至在网络上进行了排斥研究，全世界数以千计的人在万

维网参加了另一种版本的投球实验（Williams & Jarvis，2006）。在

网络版的投球实验中，人们相信自己会与另两个人在线上碰面，由计

算机呈现的两个人像表示，通过点击彼此的人像来往复传球。接下来

所发生的全部由电脑程序控制，没有任何其他人参与，但和实际版本

一样，在几个热身的投掷之后，参与者的“投掷”被部分或完全地孤

立了。该研究引人注目的结果是，虽然排斥（显然）是由参与者从未

见过的陌生人来施行的，互联网排斥仍然令人非常痛苦。事实上，即

使参与者事后得知他们受到的孤立是由计算机控制的，并不涉及丝毫

真实的人际评价，当电脑程序不把球投给他们时，他们的情感仍然受

到伤害（Zadro et al.，2004）！甚至你不屑的团体比如三K 党排斥

你，你都可能感觉受伤（Gonsalkorale & Williams，2007）。人类似

乎对最轻微的社会拒绝都十分敏感。

所以，排斥是非常令人讨厌的体验，其引起敌对和顺从的几率是

一样的。高自尊的人相对不太可能容忍排斥。如果遭遇冷遇，高自尊



的人比低自尊的人更有可能结束与排斥者的人际关系，去寻找能更友

好相处的新伴侣——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不太会遭遇沉默对

待。相比之下，低自尊的人会经历更多的排斥，更可能心怀怨隙、对

他人报以排斥（Sommer & Rubin，2005）。低自尊的人不会离开那些

排斥他们的人，而会继续接近却心存恨意。

总之，当他人排斥我们时，我们会感觉悲痛、愤怒和受伤，这类

情感体验的核心成分是知觉到他人并不像我们期待的那样珍视与我们

的关系。现在我们来考察另一种危及关系价值的现象，即认识到情敌

正在勾引我们的爱侣。

嫉妒

由于现实或臆想中的竞争对手而使珍贵的亲密关系面临丧失，可

能会引起另一种消极的情感体验。嫉妒（jealousy）包含多种情感体

验，既有悲观失落也有因伴侣具有吸引力而产生的自豪感，但界定妒

忌最恰当的三种情感是：伤害、愤怒和恐惧（Guerrero et al.，

2005）。[4]

如果我们认为伴侣不重视我们，对彼此的关系不够忠诚，就会有

伤害感，一想到自己会被人抛弃以及孤独失落的未来，就会使人心生

恐惧和焦虑。嫉妒最独特的表现是情敌的出现，可能把伴侣勾引走：

“要产生嫉妒，个体必须面临即将失去的亲密关系，并且是因为败给

了自己的情敌”（DeSteno & Salovey，1994，p.220）。正是因为伴

侣为了别的人而抛弃自己才使人愤怒，这种愤怒往往指向横刀夺爱的

情敌和开始变心的伴侣（Schutzwohl，2008b）。有时这种愤怒会转变

成暴力；美国13%的谋杀案都发生在配偶之间，而嫉妒是最普遍的犯罪

动机（Buss，2000）。



显然，嫉妒是一种痛苦的情感体验。但这里有个有趣的问题：如

果你不能使自己的爱人产生嫉妒之心，会有怎样的感受？如果不论你

做什么爱人都不会产生嫉妒，你会沮丧失落吗？大多数人都会的，但

这个观点是否有意义还取决于嫉妒的类型、伴侣产生嫉妒的原因和伴

侣对嫉妒做出的反应。下面我们一一剖析。

嫉妒的两种类型

反应性嫉妒（reactive jealousy）是指人们在觉察到自己所珍视

的亲密关系面临实际的威胁时产生的嫉妒心理（Bringle & Buunk，

1991）。令人忧心的威胁或许并非当前事件；它可能发生在过去，或

者预计发生在不久的将来（比如伴侣表示出要与其他人约会的意

愿），但反应性嫉妒始终是针对现实的危险而产生的。伴侣的很多行

为都可能令人担忧；但在美国，即使只是进行性幻想或者与别人调

情，年轻人都会认为这是“不忠贞”的行为（Kruger et al.，

2010）。不幸的是，生活中很多事件都会引起人的嫉妒。对800多名美

国大学生的两项调查发现，大多数年轻人即使在严肃认真的恋爱过程

中，也曾与其他人约会、亲吻、爱抚、上床（Brand et al.，

2007）。三分之二的男性和一半的女性都表示他们曾亲吻和爱抚过恋

人之外的人，五分之一的男女都表示他们曾与恋人的情敌有过性行为

（大多数人还不止一次）。

相形之下，怀疑性嫉妒（suspicious jealousy）是指伴侣并没有

不端行为，个体只是由猜疑所引起的嫉妒。这种怀疑完全没有事实根

据，纯属子虚乌有（Bringle & Buunk，1991）。如果产生怀疑性嫉妒

的伴侣要确证自己的猜忌，就会引起疑惧不安的警惕和窥探，这种行

为既可表现为稍微过激的臆想，又可表现为彻头彻尾的偏执。然而不

管怎样，怀疑性嫉妒都没有事实根据；引起怀疑性嫉妒的情境根本不

会对有安全感和信任感的伴侣造成困扰。



区分这两种类型的嫉妒还是有其意义的，因为几乎所有人在意识

到伴侣不忠时都会产生反应性嫉妒（Buss，2000），而在缺乏诱因

时，人们产生怀疑性嫉妒的倾向却存在很大的差异。尽管如此，两种

嫉妒类型的划分并不像看上去那般泾渭分明。对伴侣偶尔出轨的嫉妒

反应可能挥之不去，持续数年而变成怀疑性嫉妒，因为信任一旦丧失

就很难完全恢复。反应性嫉妒会引起以前从未出现过的怀疑性嫉妒。

人们或许对哪些因素真正威胁亲密关系有不同的解释和评价

（Guerrero，1998）。得知伴侣仅仅是对别人抱有性幻想，并不会困

扰安全型的人，他们不容易产生嫉妒心理，但却可能会引起不安全型

伴侣的反应性嫉妒。所以，两种嫉妒类型的界限是模糊的。在下一节

考察嫉妒易感性的个体差异时，我只会探讨这两种嫉妒共性的问题，

而不再分别讨论。

容易嫉妒的人

整体而言，男性和女性在嫉妒的倾向性上不分轩轾（Buunk，

1995），但嫉妒的易感性却存在个体差异，某些人更容易表现出嫉

妒，体验到的嫉妒也更强烈。要产生嫉妒之心显然需要先对亲密关系

产生依赖（Rydell et al.，2004）。当人们的替代伴侣很糟糕时，就

会感到非常需要当前的伴侣——即他们的CLalt很低——任何足以威胁

他们亲密关系的事件或行为都是致命的。相反，那些有着合意替代伴

侣的人不容易嫉妒，因为就算当前的亲密关系了结，他们的损失也较

少（Hansen，1985）。



怀疑性嫉妒并不符合当前的事实。

在亲密关系中如果感到自身能力不足，则嫉妒会增强（White，

1981）。人们只要担心达不到伴侣的期望，或者忧愁自己不是爱人所

期待的理想对象，对亲密关系的持续就不太有信心，他们比那些确信

自己能满足伴侣的人更容易产生嫉妒心理（Knobloch et al.，

2001）。个体总的自我价值观无疑会影响亲密关系中的自信，高自尊

的人的确比低自尊的人更少嫉妒别人（DeSteno et al.，2006）。不

过，个体对自己是否适合担当亲密伴侣的认识尤为重要，如果高自尊

的人怀疑自己满足爱人的能力，那么他们一般也容易产生嫉妒之心。

这类疑虑产生的根源之一在于亲密关系中每个人适配价值的差距

（Buss，2000）。如果伴侣一方比另一方条件更好，比如外貌上更有

吸引力、更富有或更有才华，较弱一方的适配价值就较低，这就可能

出现问题。居于劣势的伴侣有可能认为其他人更加适合自己的爱人，

这就可能觉得自己的能力不足，当然低能的感觉不会表现在他/她生活

的其他领域（或者与其他伙伴的交往之中）。这就是婚配要讲究门当

户对的另一个原因，人们总是与具有类似适配价值的人共结连理（见

第3章）：大多数人都想得到最合意的伴侣，但如果他们真的拥有了完

美的伴侣，却又会因为伴侣能得到更优秀的伴侣而感觉到威胁。



不管怎样，在当前亲密关系中既感到能力不足，又依赖于亲密关

系的人会面临这样一种险恶处境：他们需要自己的伴侣，却又担心自

己不够优秀而无法留住伴侣。这就难怪他们会对真实或臆想的情敌信

号产生强烈的反应。

当然，依恋类型也会影响嫉妒。在一定程度上，痴迷型的人通常

都会身陷类似的困境：他们贪婪地寻求接近伴侣，但又总是担心伴侣

不会回报以足够的爱恋。这就是他们嫉妒的原因，可以充分肯定的

是，痴迷型的人比其他三种依恋类型的人会体验到更多的嫉妒

（Buunk，1997）。恐惧型的人也会忧虑被人抛弃，所以他们在容易引

起嫉妒的情境下会体验到类似的焦虑和怀疑——但他们回避亲密的程

度也较高，所以面对情敌的竞争并不会感到疑惧不安（Guerrero，

1998）。

人格特质也会影响嫉妒。高神经质的人经常会忧心忡忡，特别容

易发生嫉妒。另一方面，随和的人倾向于与人合作、信任别人，因而

不太可能会嫉妒别人（Buunk & Dijkstra，2006）。

最后，传统的性别角色也使嫉妒更可能发生（Hansen，1985）。

大丈夫式的男性和女子气十足的女性比起双性化的人更容易嫉妒别

人，这可能是因为传统的亲密关系准则更为苛刻。如果伴侣要打破陈

规，比如与异性同事建立友谊，他们刻板僵化的期望就会令人灰心丧

气。

让人嫉妒的人

如果伴侣对其他人发生兴趣，我们就会变得嫉妒，但并非所有的

情敌带来的威胁都是一样的。当我们的朋友侵入我们的爱情关系时，

就特别令人厌恨；朋友的竞争比陌生人的类似行为更加令人心烦意乱



（Bleske & Shackelford，2001）。当伴侣表示留恋他们以前的爱人

时，也特别令人痛苦（Cann & Baucom，2004）。但是不管情敌是谁，

具有较高适配价值和使我们相形见绌的情敌对我们的亲密关系最有威

胁作用、最令我们担忧，与那些竞争力弱的人相比，他们更让我们嫉

妒。

什么样的情敌最容易让我们嫉妒呢？这取决于伴侣看重什么。如

第3章所述，女性比男性更关心伴侣的资源，故而男性嫉妒自信、强

势、果断和富有的男人甚于仅仅外貌非常英俊的男人（Buunk &

Dijkstra，2006）。另一方面，俊美的情敌也很有威胁：人人都喜欢

可爱的恋人（Eastwick & Finkel，2008），故而有吸引力的竞争者比

相貌平平的情敌能引发男女两性更多的嫉妒（Massar & Buunk，

2009）。令人欣慰的是，情敌通常并不如我们认为的那般吸引我们的

伴侣，所以这类忧惧往往被过分夸大——但令人不安的是，我们的确

会犯这样的错误，夸大对手的优势，因而陷入没有根据的烦恼之中

（Hill，2007）。

让人嫉妒的事物

本书不时提到演化心理学的观点，这里又要提到演化心理学。演

化学的观点认为嫉妒的演化能促使我们采取一定的行为，以保护自己

的亲密关系免受他人的侵扰。推测起来，那些对亲密关系的侵入者做

出强烈反应的早期人类——对外来的侵扰保持警惕，击退情敌，努力

满足和实现当前伴侣的愿望——相比那些对横刀夺爱的情敌麻木不仁

的人，能更好地维系自己的亲密关系、更成功地繁殖后代。因而该观

点认为，嫉妒为早期人类的生存提供了生殖优势，所以嫉妒是一种自

然而然、根深蒂固、难以避免的本能反应（Buss，2000）。更耐人寻

味的是，这种观点还认为男女两性对于爱侣不同的出轨行为特别敏

感。



记得我们谈到过（第1章）男性会面临女性不曾遇到过的生殖困

难：父系不确定。女性总是能确认某个孩子是否是亲生的，但男性却

不能断定（不采用现代高科技）自己是否是孩子的生父，除非他完全

相信自己的配偶没有和其他人有过性行为。而男人戴了绿帽子并且养

育了另一个男人的后代，从演化的角度来看是非常失败的；那些养育

别人的孩子却没有自己后代的人不可能是人类的先祖！的确，无法察

觉伴侣不贞行为的演化成本非常之高，所以自然选择会偏利于那些对

伴侣的忠贞特别敏感的男性，而不是那些不怎么警惕的男性

（Haselton & Buss，2000）。没有根据地怀疑伴侣的忠贞会造成感情

破裂、令人痛苦，但在演化学的意义上，这点代价并不昂贵和危险，

因为过于信任伴侣，不能察觉已出现的不贞行为，造成的损失更严

重，后果更危险。于是，如今男性比女性有着更多的婚外情（Tafoya

& Spitzberg，2007），但在觉察伴侣欺骗的不贞问题上，男性比女性

更准确（Andrews et al.，2008）。这种警惕有时是合乎情理的；在

第9章我们曾提及，基因研究表明全世界有2%的“父亲”并不知道孩子

的亲生父亲另有其人（Anderson，2006）。

对女性而言，如果男性要收回用以保护和庇佑她们及子女的资

源，而女性能敏锐地觉察出任何苗头时，她们大概就能更成功地生养

孩子。想当然地认为男性会忠于她们，而实际上并非如此，这会给女

性带来风险，所以自然选择可能会偏利于那些经常怀疑男性真爱表白

的女性。不客观地怀疑男性的忠诚会令她们厌烦并产生自我挫败感，

但相信男伴的专一和忠诚而对方并非如此时，付出的代价可能更高。

在我们祖先所处的远古时代，频繁而天真地与男性交配又遭抛弃的女

子，并不如那些坚持考证男性是否忠贞的女子繁殖得更成功。因此，

现代女性或许都是“极端谨慎的远古母系的后裔”，她们一般会慎重

地低估其男伴的忠诚度（Haselton & Buss，2000，p.83）。



这一切的结果是，男性一想到伴侣在性事上的不贞就会激起最强

烈的嫉妒，而女性对伴侣感情上的不贞反应更强烈，伴侣感情上的不

贞是指女性认为伴侣可能爱上了其他女人。当然两种不贞都会激起两

性的嫉妒，只不过具有不同的演化学意义。对男性而言，伴侣爱上其

他人对其成功繁殖的威胁并不大，性行为才更重要；如果伴侣爱上另

一个男人，他的孩子仍能茁壮成长，但他肯定不愿意抚养其他男人的

孩子。对女性而言，伴侣与其他人发生性关系并不是最可怕的，爱恋

上别人才更危险；只要男方能继续供给必需的资源，即使他让其他女

人怀孕，她的孩子仍能茁壮成长——但如果男方爱上其他女人，彻底

地离开自己，那她孩子的前景就堪忧了。

戴维·巴斯（David Buss）和同事根据上述推论向研究的参与者

提出下面的迫选问题（Buss et al.，1992，p.252）：

假设在过去、当前或将来你拥有一段严肃认真的恋爱关系。请你

想象一下你深深眷恋的伴侣对别人产生了兴趣。以下哪种情形最令你

苦恼或者不安（只能选择一项）：

（1） 想象伴侣正在与别人建立深厚的感情依恋。

（2） 想象伴侣正在与别人享受充满激情的性爱。

你会选择哪一项？大多数男性（60%）认为第2项性行为最让他们

不安，但只有17%的女性选择第2项；相反，绝大部分女性（83%）认为

伴侣与情敌情感上的依恋更令人苦恼。并且，跟踪研究表明男女两性

对这两个选项所产生的生理反应存在差异（Buss et al.，1992）。当

男性想象伴侣的性事不贞而非感情不贞时，他们的自主神经活动会增

强，表明情绪处在唤醒状态。而女性恰恰相反，当她们想象伴侣的感

情不贞而非性事不贞时，有较强的情绪唤醒。



这些研究结果是与演化学的观点一致的，但引发了人们的争议

（Harris，2005；Sagarin，2005），有批评者指出研究的结果并不像

表面看来那样令人信服。最直接的质疑是研究的方法学上存在的问

题。采用迫选法，参与者只能二选一，这会夸大微妙且相对较小的两

性差异（DeSteno et al.，2002）。如果男性觉得性事不贞的威胁性

只略微比女性强一点，二择一的迫选问题就会得出巴斯等人（Buss et

al.，1992）的显著结果，即使男女两性的观点实际上差异甚小。事实

上，如果能让参与者充分表达，大部分人（男性和女性）都会指出这

两种不贞行为都同样让人苦恼（Lishner et al.，2008）。



更微妙的是，两种不贞对于男性和女性可能有不同的意义

（DeSteno & Salovey，1996）。因为男性更能接受随意性行为，女性

可能往往认为男性的不贞仅仅是随意的性行为。然而，男性的感情不

贞则可能意味着他与其他人发生了性关系，而且爱上了她，这就使感

情不贞更有威胁意义。而对男性而言，他们可能认为女性常常会爱上

别人而不与其发生性行为，但与男性发生性关系则通常意味着爱上了

这个人，那么性事不贞对于男性就更重要。事实上，男女两性一般都



有这种看法（Whitty & Quigley，2008）。如果不贞的配偶是女方而

非男方，人们一般会认为出轨一方更可能在感情上依恋第三者

（Sprecher et al.，1998）。人们认为性和爱的关联对于女性比男性

更紧密，[5]所以要在两种不贞之间做出选择对于男女两性可能的确具

有不同的含义。

那么，请思考以下一幕：你发现自己的伴侣爱上了别人，并且与

他/她有着非常满意的性生活。这里情感不贞和性事不贞都发生了。伴

侣的哪种不贞更让你烦恼？这一幕回应了上述批评，单独来看，两种

不贞对于不同性别的人意义并不一样，在美国、韩国和日本男性比女

性更多地认为性事不贞更让人感到受伤和屈辱（Buss et al.，

1999）。（在美国，61%的男性认为性事不贞更让人担忧，更有威胁

性，但只有13%的女性这么认为。）此外，要求人们评定两种不贞带来

的苦恼时，而不是仅仅选出最令人困扰的不贞时，出现了同性差异

（Edlund & Sagarin，2009），这一模式并不依赖于研究者提问的方

式。的确，在全世界男性都更忧虑性事不贞；人们对性事不贞嫉妒反

应的程度存在文化差异，但男性通常比女性对此更为苦恼（Frederick

et al.，2008）。

其他各种研究结果也与演化学的观点相一致。当要求父母来想象

媳妇或女婿的不贞行为时，性别差异消失了。就后辈而言，祖母和祖

父面临着同样的成功繁殖的挑战，所以演化学的观点认为他们对晚辈

的不贞反应应该没有性别差异。的确，当父母设想他们的子女有出轨

的伴侣时，母亲和父亲都认为媳妇的性事不贞更令人担忧，女婿的感

情不贞更令人苦恼（Shackelford et al.，2004）。同胞对妯娌或姻

亲叔伯也有同样的态度体验（Michalski et al.，2007）。

而且，男性和女性对这两类威胁的敏感程度并不一样。当存在可

能的不贞时，男性相比女性更迅速地想到正在发生的性事不贞，而女



性相比男性更快速地判断正在发生的感情不贞（Schutzwohl，

2005）。心怀猜忌之后，男性更沉溺于其伴侣性事不贞的威胁，而女

性则更忧心其伴侣的感情不贞（Schutzwohl，2006）。如果他们质问

伴侣，男性比女性更可能探查不正当关系的性本质，而女性比男性更

可能探查询问其感情本质（Kuhle et al.，2009）。如果发现猜忌没

有事实根据，获悉没有发生性事不贞更让男性感到宽慰，而发现伴侣

并没有爱上情敌更让女性感到宽慰（Schutzwohl，2008a）。

最后，如果出轨没有怀孕的风险——也就是说，在男同和女同的

私通中，伴侣和同性有着秘密的性关系——性别差异消失了，男性对

性事不贞的害怕程度就和女性一样（Sagarin et al.，2003）。当情

敌和自己的伴侣同性时，父系不确定就显得无关紧要，果然，这种情

形下男性和女性都同样地受到两种不贞的威胁。（哪一种情敌更让人

忧心？存在较大的性别差异，男性认为女伴与另外的男人私通比与女

人私通更糟糕，但女性则认为自己的男人与女性或者男性私通同样可

怕[Kruse et al.，2008]）。

我们对伴侣不贞这种可怕场景的反应是复杂的，男性和女性的各

种不同反应并不存在性别差异。所有人想到爱人的性事不贞都倾向于

变得愤怒，而伴侣感情上的风流韵事则会使我们受伤（Green &

Sabini，2006）。显然，所有这些研究最合理的结论是，每个人都憎

恨这两种类型的不贞。这方面的研究结果和许多其他研究一样，两性

之间彼此的相似性要远多于差异性。不过，在某种意义上两性毕竟存

在差异，正如演化学的观点所指出的，女性感知到的伴侣对情敌的感

情依恋可能比男性感知到的更危险（比如，Becker et al.，2004）。

当然存在其他影响因素——比如，如图10.3所示，具有疏离型依恋男

人较之其他男性极有可能认为情感不贞威胁更小（Levy& Kelly，

2010）——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不贞威胁对男性和女性都是突出的、



引发嫉妒的事件，而演化心理学对人们面对不贞反应所做出的解释尽

管存在争议，却很引人注目。

对嫉妒的反应

图10.3　依恋类型对性事不贞和感情不贞知觉的影响。这里给出的是美国纽约年轻

人对326页巴斯经典问题（Buss et al.，1992）的回答。男性总是比女性更可能认

为性事不贞具有更大的威胁，尽管如此，大部分男人和女人都认为感情不贞更可

怕。只有依恋类型为疏离型（即回避亲密得分高但忧虑被弃得分低）的人通常认为

性事不贞较感情不贞更让人苦恼。

资料来源：Levy & Kelly，2010.

人们可能对嫉妒报以伤害、愤怒和恐惧，这对亲密关系的影响既

可能有益，也可能具有破坏性（Dindia & Timmerman，2003）。有时

嫉妒的人会以明确的加害方式猛烈攻击，用暴力行为或恶毒言辞来报



复伴侣，或者反过来努力使伴侣也变得嫉妒（Guerrero et al.，

2005）。有时人们的嫉妒反应本意是要保护亲密关系，但往往事与愿

违，反而损害了亲密关系：暗中监视伴侣，限制伴侣的自由，或者诋

毁和威胁情敌。不过有时候人们也能积极地应对嫉妒，直截了当地表

明自己的忧虑，试着和伴侣一起努力解决问题，提升自己，让亲密关

系变得更融洽（比如打扮一下自己，给伴侣送礼物或者多做一些家

务）（Guerrero & Andersen，1998）。

依恋类型能决定人们应对嫉妒的行为。在心生嫉妒时，对亲近感

到相对轻松自在的人——即有着安全型或痴迷型依恋的人——更可能

表达自己的忧虑并努力修复亲密关系，而回避型依恋的人则不会这样

做（Guerrero，1998）。相比之下，疏离型和恐惧型依恋的人更有可

能假装一切均好或者装作一点也不在乎，以逃避问题或者否认自己的

苦恼。

男性和女性在对嫉妒的反应上通常也存在差异，这使得异性恋关

系变得更加复杂。设想这样一种场景：聚会时，你起身去再要一些饮

料，把你的恋人留在了一张双人沙发上。在你离开的时候，恋人的前

男友或女友碰巧经过，小坐了会。当你拿着饮料回来时，刚好看到他

们轻轻一吻来问候彼此。这时你会怎么办？当研究者让参与者观看上

述场景的录像带，并测量他们的行为意图，结果发现男性和女性的反

应不一样（Shettel-Neuber et al.，1978）。女性表示他们会设法改

善亲密关系以应对情敌的侵扰；她们会刻意装作漠不关心，却使自己

变得对伴侣更有吸引力来与情敌暗中较劲。相反，男性表示他们会努

力维护自我形象；假装酒醉与情敌对峙或者威胁对方，并且还会追求

别的女性。女性似乎关注于维护好现有的亲密关系，而男性则会考虑

离开，通过征服新的恋人来医治受伤的自尊。



其他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的性别差异结果（Miller & Maner，

2008）。让人担心的是，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设法引起伴侣的嫉妒

（White，1980a）。当她们引起伴侣的嫉妒——一般通过谈论或夸大

自己对其他男人的吸引力，有时也与别的男人调情或约会——通常是

为了考察她们的亲密关系（看看对方有多在乎）或者是力图引起伴侣

更多的关注和承诺（Fleischmann et al.，2005）。她们显然希望自

己的男人能像她们变得嫉妒时那样做出相同的反应，能够更加努力地

保护和维持亲密关系。当然，问题在于这不是男人应对嫉妒的方式。

希望通过激起自己男人的嫉妒之心来设法改善亲密关系的女性，只能

事与愿违，把伴侣从身边赶跑。

积极有效地应对嫉妒

那么，如果你不能让伴侣感到嫉妒，你是否仍会失望？嫉妒是伴

侣希望拥有你，却不确信能保有你而产生的一种复杂痛苦体验，包含

伤害、愤怒和恐惧的情感。它或许是人类的一种自然情感体验，但它

常常又是丑陋可怕的体验，会引起恐怖和毁灭性的行为（Buss，

2000）。总有一天，你或许会希望自己不再有那么强烈的嫉妒心，希

望自己能限制其不良影响。那又该做些什么？

如果你容易嫉妒，请考虑在社交网站（如Facebook）上少花点时

间。在社交网站上充斥着潜在地具有威胁意义的模糊信息——在你伴

侣留言墙上的轻浮评论；你恋人好友列表上的新朋友你一个也不熟

悉；你伴侣与前女/男友的“新”照片——这些都会引起不必要的嫉

妒，人们在Facebook上花的时间越多，由此导致的嫉妒越多（Muise

et al.，2009）。如果你发现自己在网上到处窥探伴侣的信息，由此

导致完全没有必要的担忧，你可能就需要离开电子屏了（Hill，

2009）。



如果嫉妒有道理，情敌也真实存在，人际专家都建议我们要努力

降低亲密关系排他性和自我价值观之间的关联（Salovey & Rodin，

1988）。发现自己的爱人迷上了情敌，令人痛苦，然而这并不意味着

你的伴侣就面目可憎、不值分文，也不是说你就是这样的人。当人们

的行动所参照的自我价值完全取决于特定的亲密关系时，对嫉妒的反

应就会失去理智。

实际上，当人们成功地克服了不受欢迎的嫉妒影响时，一般会采

用两个策略帮助他们保持独立和自尊（Salovey & Rodin，1988）。第

一个策略是依靠自己（selfreliance），指伴侣拒绝沉溺于不公平的

情境，而努力保持“清醒”的头脑，避免产生愤怒或尴尬的情绪体

验。第二个策略是增强自己（self-bolstering），指伴侣为自己做一

些美好的事情，思考自己的优秀品质，从而提升个体的自尊。显然，

只要我们对自己的独立行动和生存能力能保持自信，就足以将嫉妒控

制在易处理的范围之内。

如果人们只凭一己之力无法做到上述两点，那么可以借助于正规

的治疗。治疗嫉妒的临床方法通常试图：（1）减少悲惨、荒谬的想

法，这种想法会夸大亲密关系所受到的威胁或者亲密关系丧失所蒙受

的损害；（2）提升嫉妒伴侣的自尊；（3）改善沟通技能，以便伴侣

们能阐明他们的期望，在行为的界限上达成共识，从而防止因误解而

引起嫉妒；（4）增加亲密关系的满意度和公平性（Pines，1998）。

大多数人都不需要通过治疗来应对嫉妒。但如果爱情关系出现下面的

警示情况，则治疗对你们克服嫉妒有帮助作用：

警示：不论你是否拥有自己伴侣的爱恋，如果你不能确信自己是

个有价值的人，那么这很可能危及你和伴侣的健康。

欺骗和说谎



引起压力和紧张的其他因素，如果涉及情敌，那么肯定会引起嫉

妒，但它们只是偶尔才会涉及情敌，它们比嫉妒更常见。的确，本节

我们就要考察欺骗和说谎的各种危害，它们在社会生活中经常出现、

司空见惯（不论我们是否意识到这点）。我们还将看到，即使是建立

在坦诚和信任基础上的亲密关系也会经常地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欺骗。

欺骗（deception）是故意给人造成一种印象而欺骗者知其不实的

行为（Vrij et al.，2010）。人们捏造信息，并做出与事实真相相反

的陈述，这种赤裸裸的说谎行为就是一种欺骗，但还有其他各种传递

误导性印象的方法，无需欺骗者直接现身说出不实之事（Buller &

Burgoon，1994）。比如，人们可能仅仅隐瞒信息，根本不提及能够表

明真相的细节，或者使你转移注意力从而忽略关键事实，突然改换话

题以避免谈及敏感内容。在另外一些场合，他们可能把真实信息和欺

骗信息混淆在一起，给出半真半假的陈述（half-truths）来误导别

人。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将集中研究谎言，因为比起其他形式的欺

骗，谎言的研究最为广泛，但我们只是粗浅地探讨亲密伴侣误导对方

的各种形式。

亲密关系和普通关系中的说谎行为

研究者生动地描绘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说谎行为（DePaulo et

al.，2009）。每天记录和他人交往的大学生们报告自己每天平均会说

两次谎，每3个交往对象就会对其中一人说谎（DePaulo et al.，

1996）。毕业离校的成年人说谎的次数较少，约一天一次，每5个交往

对象会对其中一人说谎。只有很少的人（5%）报告在指定的某周里根

本没有说谎。大多数谎言是随意、自发的，说谎者本人并不会认真对

待这些谎言，大多数谎言达到了欺骗效果；说谎者自以为他们的多数

谎言（59%）被人接受，而他们感觉谎言很少（19%）被人戳穿和识

破。（其他的谎言，说谎者不能确定结果）。



在大多数社会交往中，最普通的谎言是对说谎者有利的谎言，可

以避免尴尬、内疚、不便或者寻求赞同或物质收益。尤其当说谎者试

图打动异性时，男性和女性的谎言都会夸大自己的吸引力。男性更可

能不如实地报告他们的抱负和收入，谎称自己对感情忠诚。女性更可

能做出性事的许诺却不兑现，在性生活中假装愉悦而喊叫（Brewer &

Hendrie，2011），或者假装性高潮（Muehlenhard & Shippee，

2009）。男女两性都会为了一己之私而说谎，他们为了吸引异性尤其

如此（Haselton et al.，2005）。

然而，四分之一的谎言是为了对方的利益而做出的不实之词，可

以保护他们的感情或者增加他们的利益，在女性之间的交往中，这类

谎言和自我中心的谎言一样普遍（DePaulo et al.，1996）。如果双

方谈论的议题有一方投入巨大，残酷的坦诚会伤害他的感情，那么人

们尤其有可能歪曲事实。比如，设想你真的不喜欢一幅画，但却要向

创作这幅画的艺术系学生描述你的感受。你会完全直言相告吗？在这

样的情境下，没有人会这样做（DePaulo & Bell，1996）。通常，人

们会承认这幅画并不是自己最喜欢的，但不会像先前对这幅画进行书

面评价时那样苛刻。

有些谎言显然是为了保持与别人礼貌和友好的交往。我们常常声

称同意别人的看法，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我们常常会说某些事令我们

很开心，但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开心。在亲密关系中我们期望伴侣慷

慨、诚实，伴侣间的谎言大多数都是这类善意的小谎（DePaulo &

Kashy，1998）。与一般的熟人和陌生人相比，人们较少对自己的爱人

和朋友说自利、贪婪的谎言，说谎的次数也更少。

这些现象使得说谎行为在亲密关系之中显得相当无伤大雅。但人

们却会对自己的亲密伴侣说很多谎言——在一项研究中，92%的参与者

承认他们曾对爱人说谎（Cole，2001）[6]——而一旦谈到可能损害自



己名誉或亲密关系的话题，人们会说较严重的谎言，这类谎言更经常

地指向自己最亲密的伴侣，而不是其他任何人（DePaulo et al.，

2004）。我们更多地在亲密关系里对伴侣撒下弥天大谎，而在普通的

人际关系之中则不会这样。

此外，即使谎言没有被识破，也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一般而言，

人际交往中不论何种原因人们说了谎，说谎者都会认为不如完全诚实

的交往令人愉快和亲密，而对亲密伴侣的说谎行为尤其使他们感觉不

适（DePaulo & Kashy，1998）。尽管说谎在社会生活中很普遍，大多

数人对说谎行为的评判苛刻（Tyler et al.，2006），当人们对别人

说谎时，显然心里知道自己的处境也很危险。而且，在亲密关系中说

谎会损害说谎者对被欺骗伴侣的信任（Sagarin et al.，1998）。这

种现象就是欺骗者猜疑（deceiver’s distrust）：当人们对别人说

谎时，他们经常会认为谎言的接受者也因此不值得信任。出现这种情

况有两种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说谎者想当然地以为别人也和他们一

样，所以他们认定别人和他们有着同样的欺骗动机；另一方面是因为

当他们相信其他人有着同样的缺点时，自我感觉会好一点（Sagarin

et al.，1998）。不管哪种情况，说谎都有损于亲密关系，即使只有

说谎者一人知道自己在说谎。

与被骗者相比，说谎者还可能认为他们的谎言更加无害，更加没

有冒犯意义（Kaplar & Gordon，2004）。这是伴侣关系中一方有不端

行为时较普遍的现象，在本章讨论背叛时我们会再次看到这一点：伴

侣不正当行为的接受者（或受害者）几乎总是认为这种行为包含更丰

富的信息，更加有影响力（Cameron et al.，2002）。因此，说谎者

自己认为的一个小谎在被戳穿后，在其他人看来却更具有危害性和欺

骗性。那么问题来了，说谎者被识破可能性有多大？正如我们将看到

的，答案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谎言与说谎者

有些人可能会说更多的谎言（Kashy & DePaulo，1996）。与不太

外向的人相比，那些合群、好交际的人以及更在意自己给别人印象的

人会说更多的谎言。此外，不安全型依恋的人较安全型的人会说更多

的谎言（Gillath et al.，2010）；尽责性较低的人也会更多地说谎

（Spain，2011）。

然而，常常说谎的人并不一定就是成功的说谎者。高超的社交技

能使人更有说服力（Burgoon & Bacue，2003），但说谎者的成败还取

决于他/她说谎时的动机水平（和内疚及恐惧感）。谎言一般比事实真

相更简短、更缺乏细节（Newman et al.，2003），除非谎言很重要以

及说谎者非常渴望谎言能侥幸成功；当说谎者非常在意要传递出最完

美的谎言，他们编造的情节就比那些动机不高的说谎者所编造的更为

令人信服（DePaulo et al.，1983）。然而，当他们说出谎言时，动

机高的说谎者通常的行为表现较糟糕、更令人起疑，而不用担心失去

什么、更自发、更放松的说谎者表现更出色（Forrest & Feldman，

2000）。非常渴望谎言能成功的人一般比对谎言成败不太在乎的人更

容易让人察觉。尤其在人们想通过说谎给自己心仪的异性留下好印象

时，往往最容易被人识破，谎言的接受者和任何旁观的人都了然于胸

（DePaulo et al.，1985）！人们对不吸引人的对象，或者同性别的

人说谎就很难察觉。

说谎者的哪些表现容易被人察觉？说谎者的非言语行为把他们出

卖了（DePaulo et al.，2003）。人们说谎时常常吞吞吐吐、音调较

高、犯很多语法错误、发生口误（Vrij et al.，2001），较少眨眼

（Leal & Vrij，2008）。当他们控制自如时，除了短暂闪现的诚实

（“微表情”）外（Ekman & O’Sullivan，1991），他们的面部表情

通常不会出卖他们；当他们努力使自己看上去诚实时，他们知道自己



应该显得真诚，敢于直视别人的眼睛，他们通常能做到这一点。但他

们说话的语调和面部表情往往有不一致和不匹配之处，话语也会前后

矛盾，这就会惹人怀疑（Porter & ten Brinke，2010）。这些线索中

没有任何一条能单独作为说谎的确凿证据；“没有单一的线索总能证

明一个人在说谎”（DePaulo，1994，p.85）。的确如此，人们的任何

表现，“任何单一的言语、非言语或生理线索都不会与欺骗有着特定

的关联”（Vrij，2007，p.324）。

对伴侣欺骗行为的觉察

问题在于我们据以判断他人说谎的独特反应或许非常具有特异

性。人们习惯的行为方式可能千差万别。有些人说话时总会显得犹豫

不决，而另一些说话的口气果断坚决；有些人会和人发生频繁的目光

接触，而另一些人却很少注视别人的眼睛。如果个体日常的行为方式

发生变化，那显然说谎了。但要注意到这些行为的特殊变化，你或许

需要事先熟悉别人的日常行为风格（Vrij et al.，2010）。人们可以

通过学习来辨别他人的欺骗：当参与者有多次机会来判断某人是否在

说谎——并对其判断的准确性持续地给予反馈[7]——他们的确能更准

确地判断这个人是否诚实。然而，他们觉察能力的提高却局限在这个

特定的说谎者身上，他们并不能更准确地觉察任何其他人的谎言

（Zuckerman et al.，1984）！

亲密的伴侣彼此有着私人的、独特的了解，这能让他们敏感地判

断彼此的行为。但他们也会信任彼此（否则他们的关系就可能不太亲

密），这就使得他们表现出事实偏见（truth bias），即认为伴侣一

般都在讲真话（Burgoon & Levine，2010）。因此，亲密的伴侣对彼

此的诚实总是信心满满，但他们的自信却与他们判断的准确性一点也



没关系（DePaulo，1997）。这意味着有时人们会确信伴侣说的是真

话，但实际上伴侣却在说谎。

事实上，随着亲密关系变得更加亲密，信任也在增加，伴侣们察

觉彼此欺骗的准确性却有减无增（McCornack & Parks，1990）。要察

觉谎言仅仅依靠实践似乎没有太大的作用（Anderson et al.，

2002）。的确，经验丰富的海关检查员（Kraut & Poe，1980），美国

联邦调查局（FBI）、中央情报局（CIA）、国家安全局（NSA）的探

员，以及精神病医生（Ekman & O’Sullivan，1991）在侦测陌生人

（或毒品走私人员）的说谎行为时并不比外行人做得更好。这意味着

他们都不擅于此道。一项包括24 483名参与者的元分析研究表明，我

们有54%的次数能正确地分辨出事实和谎言（Bond & DePaulo，2006）

——但因为50%的正确率就如同掷硬币的结果，所以这样的正确率并不

理想。



现在，有些人——包括一些秘密机构的特工和临床心理学家——

能够很容易地识破谎言（O’Sullivan，2008）。如果当你正在说谎

时，有人总能识别你，那么他/她就很可能是你的伴侣。然而，认为伴

侣会完全对我们开诚布公、推心置腹的任何观念都可能是不妥当的。

人们一般并不很擅长于觉察谎言，尽管我们相当了解自己的密友和爱

人，但我们通常并不像自己认为的那般高明，能正确地分辨出伴侣言

语中的事实和谎言（DePaulo et al.，1997）。事实上，在亲密关系

中许多谎言并未被当场觉察；如果一方发现事实，则往往是事后从其



他人那里获得信息，发现了证据，或者说谎者偶尔承认错误（Burgoon

& Levine，2010）。

因此，人们经常会说很多谎言，即使是在亲密关系中，他们也常

常能侥幸过关。但是，如果你现在正在欺骗自己的伴侣，请先不要得

意得太早。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欺骗伴侣的能力要强于伴侣识破他们

的能力（Boon & McLeod，2001），所以你的伴侣或许也在为能蒙蔽住

你而沾沾自喜呢。请考虑全局。在人们认为最有奖赏价值的亲密关系

中，伴侣很少说谎，部分原因是说谎侵犯了共同期望的诚实和信任。

要保守秘密并不容易。即使你的谎言没有被揭穿，它们也会破坏亲密

关系的氛围，引起没有根据的猜忌和怀疑。如果谎言被戳穿，你就会

承担风险，你的谎言会被伴侣看作本章接下来的问题：背叛亲密伴

侣。

背叛

人们并不总是按我们对他们的要求或期望去做。伴侣突然带给我

们一些惊喜是令人愉快的（Afifi & Metts，1998）。但有时候，伴侣

会做一些有害的事情（或者不能完成好事情），这会违背我们对亲密

知己的期望。这类行为就是背叛（betrayal），即我们信任的人做出

的讨厌的、伤害人的行为，并且在情理上我们根本预期不到这种背信

弃义的不端行为（Couch et al.，1999）。性事不贞、感情不贞和说

谎都是常见的背叛行为，但任何违犯仁爱、忠诚、尊重和信赖等维系

亲密关系准则的行为都可以视为某种程度的背叛。揭露伴侣的秘密、

在伴侣背后说长道短、伤人感情地冷嘲热讽、违背重要的许诺、不支

持自己的伴侣、在别处花费太多的时间，或者完全抛弃亲密关系，这

些行为常常是对伴侣的背叛（Metts，1994）。



所有这些行为都涉及感知到的关系价值痛苦贬值。当亲密伴侣伤

害了我们，他们的背叛表明他们不如我们所认为的那样珍视与我们的

亲密关系，否则，从我们的角度看，他们不应该做出上述种种行为

（Fitness & Warburton，2009）。这类关系价值贬值发生的可悲之处

是，我们必须先拥有（或认为自己拥有）一段已受到伤害的但我们渴

望的亲密关系；因此普通的熟人不可能像信任的密友那样彻底而又伤

害地背叛我们（Jones & Burdette，1994）。我们不会总是受到所爱

之人的伤害，但所爱之人带给我们的伤害是任何其他人造成的伤痛所

不能比拟的（Miller，1997b）。

事实上，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我们的感情受到伤害，这种苦恼一

般是我们的至交或爱侣引起的（Leary & Springer，2001）。伴侣很

少心存恶意——这一点很幸运，因为认识到伴侣故意伤害我们，会令

我们感到非常痛苦（Vangelisti & Hampel，2010）——但不管怎样他

们还是常常令我们失望。几乎所有置身于亲密关系的人在这一刻或那

一刻都曾背叛过自己的伴侣，或被自己的伴侣背叛，如今的亲密关系

约有一半会发生背叛（Jones et al.，2001）。背叛是亲密关系中经

常发生的事件。

因为关爱和信任是构成亲密关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一点或

许会令人感到意外，但却不应大惊小怪。大多数人都会和一人以上保

持亲近，当人们试图同时忠诚于数个不同的亲密关系时，竞争性需求

就不可避免。当义务出现交叉重叠，偶尔违背某一特定的亲密关系就

不可避免（Baxter et al.，1997）。比如，如果你的两位密友计划同

一天在不同的城市举行婚礼，你必然会令一位好友失望，即使你根本

不想令他失望。而且，我们在确定的亲密关系中偶尔也会面对竞争性

需求，发现自己不能适当地履行对好友或爱侣的所有责任。我曾获悉

一位好友的前妻正在与他最好的朋友秘密同居。[8]亲密关系的诚实和

坦率要求我告诉朋友，他的其他朋友（或者说他前妻）的背叛行为。



然而，关爱和同情准则又表明，不要让他背负痛苦和尴尬的背叛消

息，因为他对此无能为力。这是一种没有人能赢的情境。为了保护朋

友的感情，我决定不告诉他朋友的背叛行为——但几个月之后，当他

得知事实真相，却因为我对他保密而感到受伤和失望。即使人们意图

良善，也完全无法承担由于亲密和相互依赖所产生的交错而又竞争的

需求，这时感知到的背叛就会发生（Peetz & Kammrath，2011）。

背叛的个体差异

尽管如此，某些人会更经常地背叛自己的伴侣。美国田纳西大学

的沃伦·琼斯（Warren Jones）和同事利用表10.2中的《人际背叛量

表》发现，主修社会科学、教育学、商务和人文学科的大学生比主修

物理、工程和其他理工专业的学生更多地背叛伴侣（Jones &

Burdette，1994）。对于毕业离校的人而言，年龄较大、受教育程度

更高和有宗教信仰的人较少会发生背叛。更重要的是，那些报告屡次

背叛别人的人生活悲惨、适应不良。背叛者倾向于愤恨不满、报复心

强和猜忌多疑。他们更容易变得心生嫉妒、愤世嫉俗，有更高的几率

罹患精神障碍，他们更可能来自单亲家庭。总的来说，背叛者不太相

信他人，这可能是因为他们错误地认为别人与他们一样有着背叛动机

（Couch & Jones，1997）。

表10.2　人际背叛量表



资料来源：Jones & Burdette，1994.

男性和女性在背叛他人的倾向性上没有差别，但在他们最经常背

叛的对象上存在差异（Jones & Burdette，1994）。男性更可能背叛

自己的爱侣和生意伙伴，而女性更可能背叛她们的朋友和家人。个体

是否特别容易背叛他人似乎取决于他/她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



背叛的两面性

背叛亲密伴侣的人通常会低估其背叛行为所造成的危害。正如我

们在第4章所见，人们在考虑自己的行为时很容易发生自我服务偏差，

但就背叛而言，这一倾向会使背叛者原谅并弱化背叛行为给伴侣造成

的严重后果（Cameronet al.，2002）。背叛者经常认为他们的行为没

有危害，不会造成严重后果，他们很容易发现一些减轻罪状的环境因

素，为他们的背叛行为辩护（Stillwell et al.，2008）。然而，被

背叛的伴侣却很难认同这些观点，他们一般对越轨行为后果的评判更

为严重（Feeney & Hill，2006）。

这两种不同的观点导致人们对背叛危害的看法迥然不同。被背叛

的人几乎从未相信过这类事件对他们的亲密关系没有任何影响；他们

认为93%的背叛都会损害伴侣关系，导致关系不满和挥之不去的猜忌疑

虑（Jones & Burdette，1994）。相反，背叛者只有一半的概率承认

他们的行为有害。他们甚至认为有五分之一的越轨行为能促进他们的

亲密关系。这样的认知显然与实际不符。背叛者认为偶尔的背叛是相

对善意的表现，固然让他们感觉好受一点，但勇敢地面对事实或许更

明智：背叛几乎总是会给亲密关系带来负面、有时甚至是持久的影

响。的确，背叛通常是寻求心理治疗或离婚的夫妻抱怨的焦点所在

（Amato & Previti，2003）。

应对背叛

接受背叛的现实是很困难的，背叛一般对亲密关系有不利的影

响。尽管如此，面对伴侣的背叛，某些应对策略更为有效。当大学生

回忆过去的背叛时，如果他们试着按下面的方法来处理，就能减少焦

虑和更好地应对背叛：（1）勇敢地正视背叛而不否认它的存在；

（2）以积极的眼光重新解释背叛，并把它作为促进个人成长的动力；



（3）依靠朋友，寻求支持（Ferguson-Isaac et al.，1999）。当人

们主观上否定背叛的存在，似乎并未带来什么好处，反而深陷于诸如

痛苦和怨恨等消极情感之中，而不得不依靠酒精和毒品来掩盖痛苦。

有时被背叛的伴侣会感到自己迫切需要实施某种残酷的报复

（Haden & Hojjat，2006）。当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某些人更加有报

复心理；他们认为对于别人的苛待应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所以



“如果你重视的人以不仁待你，你就应该更不仁地报复他”（

Eisenberger et al.，2004，p.789）。这种想法对亲密关系特别有

害，的确，报复心重的人一般具有较高的神经质和较低的随和性

（McCullough et al.，2001）。他们会反复思考自己遭遇的不公正待

遇，通常不如那些宽厚仁慈的人过得幸福；他们心怀怨恨，不忘旧

恶，根本不能忘记过去，开始新的生活（Carlsmith et al.，

2008）。

因此，有时被背叛的伴侣会采取令人受到伤害的行动。他们不与

人交往，毁坏过去的信件和礼物，追求其他的亲密关系，毁谤中伤自

己的伴侣（Yoshimura，2007）。这些行为当然都不利于伴侣关系，所

以我们将重点关注能帮助亲密关系克服危机的方法，来结束本章对压

力和紧张的探讨。

宽恕

如果发了生痛苦的背叛行为，亲密关系仍要继续发展的话，宽恕

就必不可少（McCullough，2008）。宽恕是“一种针对曾不公平对待

你的人，放弃你的报复的决定”（Markman et al.，1994，p.217）。

宽恕是这样一种过程，“双方都确认了有害的行为”并且“受害的伴

侣给予行为不端的对方以不应得到的宽容”（Waldron & Kelley，

2008，p.19）。当你宽恕别人时，你就丢弃了报复的欲望，放弃了你

的怨恨，把对伴侣的恶意或漠视放到一边（Friesen & Fletcher，

2007）；你并非赦免——或者忘记——伴侣的不端行为，但你的确表

达了“要退出互相凌辱和指责的恶性循环的意愿”（Fincham &

Beach，2002，p.240），这就为可能的和解和关系的修复奠定了基

础。



要宽恕别人并不总是那么容易，但有些人很容易就能做到。依恋

类型有影响：忧虑被弃和回避亲密两者都会使人更少宽容

（Kachadourian et al.，2004）。具体来说，不安全型的人不如安全

型的人宽容，因为前者更多地沉溺于愤怒的思绪中，使得伴侣的越轨

行为鲜明地保存在他们的心里（Burnette et al.，2007）。随和性较

高的人也能相对轻松地宽恕别人（Fehr et al.，2010），部分原因在

于他们比其他人能更好地区分罪责和愤怒；他们能不带愤怒和敌意地

让背叛者承担他们不端行为的责任，而不太随和的人很难做到这一点

（Meier & Robinson，2004）。最后，神经质和自恋看来也会阻碍宽

恕。自恋者有着夸张的权力感，这会助长报复而非宽恕（Exline et

al.，2004），神经质会使人的怨恨维持很多年（Maltby et al.，

2008）。

不过，不管我们是谁，当宽恕的一些重要构成要素存在时，宽恕

就更容易发生。第一个要素是谦卑、真诚的道歉。如果背叛者承认他

们的错误，承担责任，为他们的不端行为表示羞愧、悔恨和自责以真

诚地赎罪，并发誓未来表现更好，受害者更有可能宽恕那些背叛他们

的人（Hannon et al.，2010；Tabak et al.，2011）。如果编造借

口，道歉看起来不真诚，就不太可能得到受害者的宽恕。如果你曾有

不端行为，亲密关系受损，你最好能认识到你的行为造成的伤害并道

歉——但只有诚心实意地道歉才有效（Zechmeister et al.，

2004）。

宽恕的第二个要素是受害者一方的同理心（Fehr et al.，

2010）。那些能够站在伴侣的角度并想象伴侣为什么会那样做的人

——特别是那些能设想自己实施背叛行为的人（Exline et al.，

2008）——与缺乏同理心的人相比，更有可能宽恕伴侣。



最后，如果受害者对伴侣的越轨行为总是耿耿于怀、沉思默想，

沉溺于他们不端行为带来的伤害，宽恕就不太可能发生（McCullough

et al.，2007）。当我们宽恕别人时，我们就释放了愤怒和怨恨，但

如果总是念念不忘、沉思默想自己受到的伤害或伴侣的缺点，则一般

会继续激活我们的愤怒，我们就更难宽恕伴侣（Ysseldyk et al.，

2007）。

幸运的是，置身于亲近、承诺的亲密关系中的人比起那些缺乏承

诺的人更可能宽恕自己的伴侣（Guerrero & Bachman，2010），这既

是因为同理心更容易出现，又是因为背叛者更可能道歉（Ferrara &

Levine，2009）。在满意的亲密关系中伴侣也更可能运用宽大、同情

的归因来尽可能友善地解释背叛者的不端行为，这也使得宽恕更加切

实可行（Friesen et al.，2005）

重要的是，宽恕通常能改善亲密关系。打击报复很少能使我们的

伴侣洗心革面、改邪归正，但宽恕可以；如果人们得到宽恕，他们一

般会变得更为悔恨，这使他们不太可能重复犯错（Wallace et al.，

2008）。宽恕还能促进建设性的、开诚布公的沟通，这样伴侣们才更

有可能解决问题，今后的生活才能更加幸福（Perrier et al.，

2008）。

更有意义的是，那些能宽恕亲密伴侣的人能享受到更多的幸福

——即更高的自尊、更少的敌意、更少的苦恼和紧张、更满意的生活

——这是那些没有宽恕之心的人所无法企及的（Bono et al.，2008；

Witvliet et al.，2008）。宽恕能减少我们的伤害和痛苦，以镇静取

代愤怒，促使我们与伴侣和解（Williamson & Gonzales，2007）。报

复之心只有相反的作用，会损害而非巩固亲密关系（Ysseldyk et

al.，2007）。毫无疑问，在亲密关系中，宽恕比报复更值得拥有、更

有益于受到伤害的伴侣。



宽恕的确有其局限性。宽恕并不能把自私鬼转变为有价值的伴

侣，没有人会建议你一而再地原谅老是欺骗你的不贞伴侣。没有真诚

悔悟的情况下就宽恕对方，会被对方认为是再犯的理由；毕竟不论我

做了什么都肯定会得到原谅，为什么我还要表现得更好（Luchies et

al.，2010）？如果伴侣偶尔有不良行为并且值得原谅，那么宽恕有

益，但如果伴侣没有悔意，宽恕实际上有害，会削弱你的自尊

（Luchies et al.，2010），延缓任何问题的解决（McNulty，

2010）。

所以，宽恕对我们及亲密关系都有益——当伴侣和亲密关系都值

得维系时。在不能肯定时，请选择宽恕。在亲密的伴侣关系中这样做

风险更大。当伴侣行为不端时，会使我们非常痛苦，但有更多的理由

去努力修复任何已经受到损害的亲密关系。亲密能使我们不遗余力地

付出极大的代价，但它也可能给我们带来极为珍贵、不可替代的奖

赏。

请你思考

当安妮商务旅行归来时，告诉丈夫说这次周末之行非常沉闷和无

聊。所以当丈夫保罗在她的数码相机里发现喧闹的聚餐照片时，感到

很奇怪。照片里安妮和几个小伙子们显然在饮酒，并且举止有点失

常。有张照片安妮坐在桌边，眉飞色舞，笑逐颜开，而两位英俊的帅

哥拥抱着她，并吻了她的脸颊，这着实让保罗紧张不安。保罗感觉被

骗、闷闷不乐，开始变得暴躁、冷淡。他开始冷眼对待安妮并想着怎

样“报复她”。安妮心知自己太过轻浮，但她私下受到照片中的一位

小伙子的挑逗，此人现在发来电子邮件暗中要求再次见面。此外，安

妮并不肯定保罗知道或者怀疑些什么，但她开始反感保罗的暴躁。



你认为安妮和保罗的未来怎样？为什么？

[1] 需要提醒你人类的归属需要吗？请翻到第1章4页。

[2] 醋氨酚是美国常用止痛药泰诺（Tylenol）的有效成分，在北美之外的许多地方称为扑热息痛

（paracetamol）。

[3] racquetball，墙球（又称墙手球或手球式墙球）是以手对墙击球的一种球类运动，起源于16世

纪的爱尔兰，击球要用以皮带拴腕的短柄球拍。——译者注

[4] 有时嫉妒会和羡慕（envy）发生混淆，但两者差别很大（Parrott & Smith，1993）。当我们希

望得到他人拥有的事物时，我们就在羡慕他们；羡慕的特点是谦卑地渴望得到他人所拥有的。嫉妒则相

反，它是一种由伤害、愤怒和恐惧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心态，源于担心失去自己已经拥有的事物或者自己不

想放弃的亲密关系。

[5] 你可能还记得这一假设是正确的。平均来看，性和爱的关联对于女性比男性更紧密。请翻到第293

页关于社会性性取向的讨论。

[6] 其他8%的人只是说他们不曾对爱人说谎，但可能就在对研究者说谎。这很讽刺，不是吗？

[7] 研究者能在实验室里持续给予反馈，但在真实的亲密关系中并不会一直有反馈。我们对爱人是否

诚实的判断并不能经常得到及时而准确的反馈，是吗？当然不能，观看美剧《别对我撒谎》（Lie to me）

根本不能让你更好地觉察他人的欺骗（Levine et al.，2010）。

[8] 这个例子引发了另一个有趣的问题：假设你发现爱人欺骗你，与你最好的朋友好上了。在你看

来，谁的背叛更严重？为什么？



第11章 冲突

朋友和爱人在你需要的时候，总会按你的要求行事吗？当然不

会。很难想象亲密关系间从来没有摩擦，也很难想象伴侣们的愿望、

观点和行动不会有矛盾。无论两个人彼此多么关心，彼此多么般配，

总会发生分歧和争执（Canary，2003）。并且他们越是相互依赖——

待在一起的时间越长，要协调的活动和任务种类越广泛——冲突就越

可能发生（Miller，1997b）。在亲密关系中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冲突还有着深远的影响。久而久之，伴侣双方应对突的方式要么

促进、要么侵蚀他们彼此的爱恋和尊重。本章我要考察亲密关系时而

沮丧时而充实、但最终不可避免的一面，即冲突，我们要研究冲突的

本质和起源。我们将考察冲突如何展开、怎样升级、人们怎样才能有

效地解决冲突。我们还要思考冲突是否有益于亲密关系。（你的答案

是什么？冲突有好处吗？）

冲突的性质

冲突的定义

只要个体的动机、目标、信念、观点或行为妨碍别人或者与别人

矛盾，就会发生人际冲突（interpersonal conflict）。冲突产生于

差异，既可能表现为一时的情绪，又可能表现为持久的信念和人格。

人与人之间总在很多重要方面存在差别，但我们更赞同冲突的定义应

该包括主动地干预他人（Dal Cin et al.，2005）：当个体的愿望或

行动实际上妨碍或阻止了其他人时就会发生冲突。因此，如果伴侣们



在政治偏好上存在差异，当然会存在潜在的冲突；但如果他们私下里

投票赞成不同的候选人，没有公开他们的分歧，就不会发生实际的冲

突。当伴侣双方都能如其所愿地行动时，就能避免冲突。反之，如果

伴侣一方或双方因为受到另一方的影响而不得不放弃他们所期望的事

物，就会发生冲突。冲突并不必然会出现愤怒和敌意：我们可以慷慨

而又快乐地做出牺牲来顺应伴侣。并非所有的冲突都是公开外露的；

伴侣一方有时意识不到他/她给另一方造成的困难（Fincham &

Beach，1999）。只要有人妨碍别人行动或者阻碍别人实现愿望，不管

当事人是否意识到，都足以引起冲突。

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任何两个人在情绪

和偏好上都会不时地存在差别。伴侣双方的目标和行为不可避免地会

出现时断时续的对立。比如，即使夫妻双方都是非常外向、努力找乐

的社交性动物，终有一日一方会因为另一方希望提前离开聚会而失

望；伴侣一方可能因为身患流感或者要准备即将到来的大学考试而不

愿熬夜。

第二，冲突不可避免还因为在亲密关系中总交织着一定的张力，

它们迟早会引起一些紧张。当人们投身于亲密关系时，他们经常会体

验到称为辩证（dialectics）的对立而又统一的动机，这些动机从来

不会完全得到满足，因为它们彼此矛盾（Baxter，2004）。实现了一

个目标就会损害另一个目标，所以伴侣们必须采取小心翼翼的平衡行

动，在不同的时间把这些动机牵引到不同的方向。每个伴侣都在相反

的目标追求之间摇摆不定，在他们主导的个人动机之间出现偶尔的冲

突就在所难免（Erbert，2000）。

比如，亲密关系中一项强烈的辩证式的紧张表现即为个体的自主

性和与他人的联系性之间的持续紧张。一方面，人们常常希望能按自

己的意愿自由行事，所以他们珍视自己的独立和自主。另一方面，他



们还寻求与他人温暖而又亲密的联系，能让他们依赖特定的伴侣。那

么，人们会追求哪一个？亲密还是自由？独立还是归属？可以说大部

分人对这两者都需要，但接受一种就意味着拒绝另外一种。所以人们

更多地受最近没有得到满足的需要和动机的影响，而其偏好则会随之

来回摇摆。维持好两者的均衡很难做到（Kumashiro et al.，

2008），我们不能同时与爱侣保持高度的独立和紧密的相互依赖，因

而必须有所取舍。当伴侣们努力以不同的速度和频率实现相反的动机

时，伴侣之间就会出现冲突。

另一项强大的辩证式的紧张是开放和封闭之间的紧张。亲密包含

着自我表露，亲密的伴侣们期望能相互分享他们的思想和情感。然

而，人们也希望有自己的隐私，谨慎的伴侣会保守一些只有自己才知

道的秘密（Petronio，2010）。一方面是坦率和推心置腹的真诚，另

一方面是慎重和克制。

在稳定和变化之间也存在矛盾。有着快乐伴侣关系的人希望能维

持和保护亲密关系，一切维持原样。但人们也喜好新异和兴奋

（Strong & Aron，2006）。过分呆板僵化的可预测性会使爱情变得平

庸而单调（Harasymchuk & Fehr，2011）。所以，熟悉和陌生的事物

对人们都有吸引力，这就会产生偶尔的犹豫不决和冲突。

最后，在与个体社交圈的聚合和分离上也存在辩证式的紧张。今

晚你是愿意与朋友一起去参加聚会，还是想在家里依偎在甜蜜爱人的

身边？今年你还会去你亲戚家里过感恩节，还是待在自己的家中庆祝

节日？个体与他人待在一起的动机有时与其投身于浪漫的伴侣关系的

愿望相矛盾。比如，当人们在爱情关系中投入较多时间和精力时，他

们就较少探望朋友（Fehr，1999），还会发现与他人相处和分离的时

间比例很难令人满意。



总之，这四个辩证法式的矛盾——自主性对联系性、开放对封

闭、稳定对变化和聚合对分离——能解释已婚夫妻最近发生的三分之

一以上的打斗和争吵（Erbert，2000）。更重要的是，在某种程度上

这些紧张通常会在伴侣整个一生的亲密关系中持续存在（Baxter，

2004）。亲密关系中总是存在波动而相悖的动机，它们造成的矛盾永

远不会结束。冲突迟早会发生。

冲突的频率

伴侣们发生冲突的频率有多高？很频繁，但答案会随着研究的总

体和对冲突的定义和评价方式不同而起变化。年幼儿童就经常与父母

发生争吵：一项研究显示4岁的儿童在与妈妈的谈话中每隔3.6分钟就

会发生某种冲突（Eisenberg，1992）！当一家人一起就餐时，每顿饭

会发生3.3次争执（Vuchinich，1987）。青少年在他们各种各样的人

际关系中每天平均会遭遇7次意见分歧（Laursen & Collins，

1994），当恋人们每天记录他们的交往情况时，他们报告每周会发生

2.3次冲突（Lloyd，1987）。配偶们每两周就会报告7次难忘的“意见

差异”（Papp et al.，2009a），他们每个月都会经历1~2次“不愉快

的争论”，并且这一比率在历时3年的研究中不会发生变化

（McGonagle et al.，1992）。更重要的是，许多冲突从未提及过：

一项研究发现，美国西北大学的学生并未对恋人提及他们在恋爱关系

中知觉到的40%的冲突和恼火（Roloff & Cloven，1990）。冲突不仅

在亲密关系中普遍存在，其发生的频率可能也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然而，正如你所预期的，有些人更容易体验到人际冲突。许多因

素与我们遇到的冲突数量有关系：

人格。高神经质的人与低神经质的人相比，容易冲动和发怒，容

易与他人发生更多痛苦的争执（Heaven et al.，2006）。相形之下，



宜人性高的人温厚和善、具有合作精神、通常容易相处，他们的人际

冲突可能很少，因为他们容易妥协。如果产生了人际冲突，他们比宜

人性低的人更能做出建设性的反应（Jensen-Campbell & Graziano，

2001）。

依恋类型。忧虑被弃的人一般会过度担忧伴侣离开自己，并且

——可能因为他们紧张地预期最糟的结果——他们认为在亲密关系中

有着更多的冲突，而更安全的伴侣则不会这样。此外，冲突的确发生

时，他们认为冲突对亲密关系造成的损害要比伴侣认为的更严重

（Campbell et al.，2005）。依恋焦虑显然会导致人们感知到根本不

存在的危险和威胁，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的忧虑逐渐制造出

他们恐惧的争执和紧张（Baruch et al.，2010）。

生命阶段。如果你是年轻人，你与伴侣的冲突或许比过去更多。

在25岁左右人们通常会确立持久的爱情关系并开始职业生涯，根据对

美国纽约州年轻人纵向研究的结果，这些生活体验的变化通常与冲突

的增加有关系（Chen et al.，2006）。正如你在图11.1所看到的，与

爱侣的冲突从18，19岁到25岁左右在稳步增加，但此后就平缓下来。

亲密关系在老年期变得更为平静。中年夫妻两个最重大的冲突源

是孩子和金钱，而60多岁的老年夫妻通常在许多敏感问题（比如娱乐

和宗教信仰）比中年夫妻的分歧更少（Levenson et al.，1993）。

相似性。冲突起源于不一致，所以恋人相似性越低，他们体验到

的冲突就越多，这一点并不奇怪（Surra & Longstreth，1990）。人

们结婚后这一模式还会继续；有着类似品味和期望的夫妻比起那些共

同点很少的夫妻遭遇到的冲突更少，婚姻生活也更幸福（Huston &

Houts，1998）。的确，那些坚持认为“相异相吸”的人可能会得到一

些重大教训，只要他们与差异显著的人生活在一起。相异只会增加摩

擦，而不会让关系一帆风顺。



图11.1　年轻人的爱情冲突

青少年步入成年期会发生很多变化——通常包括从大学毕业和进入新的职业生涯

——它们都与爱情关系中增加的冲突有关。但此后就会平静下来。注意：在研究者

使用的评定等级中，0分表示“没有冲突”，25分表示“偶尔有温和的分歧”，50分

表示“有一些争吵，偶尔有爆发式的口角”。

资料来源：Chen et al.，2006.



酒精。最后，请不要怀疑，酒精不会使人变得更随和而谦恭；相

反，醉酒会加剧冲突。在一项考察酒精效应的有趣研究中，研究者邀

请清醒或喝醉的男性再次观看近期爱情冲突的录像（MacDonald et

al.，2000）。醉酒使男性更加刻薄和暴躁；对强度一样的冲突事件，

醉酒的男性比清醒的男性更有敌意、怨言更多。在令人沮丧的争执中

借酒浇愁无异于抱薪救火。

冲突的过程

激发事件

那么，哪些事件会引发冲突？唐纳德·彼得森（Donald

Peterson）回顾了大量的冲突研究，发现夫妻双方几乎在任何问题上

都可能发生分歧：“怎样打发时间，怎样管理金钱，怎样处理与姻亲

的关系，性交的频率和方式，怎样分配家务，情感表达不充分（没有

足够的爱意），情感表达太夸张（多愁善感、易怒），个人习惯，政

治观点，宗教信仰，对其他男性或女性、亲戚和自己子女的嫉妒。”

只要你能列举出，就有某处的夫妻为此而争吵。戴维·巴斯（David

Buss）要求密歇根大学的学生详述男性所做的使女性心烦的事情（反

之亦然），他把所有的回答分类成147种截然不同的冲突源（Buss，

1989）。很显然，亲密关系相互依赖的特征使得“发生争执的机会很

多”（Peterson，2002，p.367）。

当要求配偶们在15天里记录他们所有的争执时，某些话题更常见

（Papp et al.，2009a）。如表11.1所示，父母们争吵最多的话题是

怎样（及何时）管理、训诫和照料孩子。（请记住，没有读过本书第6

章的人有时会天真地以为生养小孩会使婚姻更幸福——但实际上恰恰

相反[Wendorf et al.，2011]。）家务和家庭责任的分工和完成居次



（请记住，很难公平地分配家务，但这点很重要[Amato et al.，

2007]），沟通居第三（涉及人际隔阂和感知到的伴侣应答性问题）。

虽然位居第六，但最持久和有异议、最不友好的仍围绕着金钱：谁挣

了什么，花了什么，该买什么。

为了理解冲突原因的多样性，彼得森（Peterson，2002）把激发

冲突的事件分成四个常见类别：批评、无理要求、拒绝和累积的烦

恼。批评（criticism）指伴侣认为对方的言语和非言语行动表达出对

自己行为、态度或特质的不满（Cupach，2007）。行为人的评论或行

为所要表达的内容并不重要，要紧的是目标把这种行动诠释为不公平

的吹毛求疵。伴侣一方提出如何使用洗碗机效率更高，这本来是一个

温和的建议，但如果伴侣另一方认为这一建议是不必要的批评，就会

受到伤害并引起冲突。

无理要求（illegitimate demands）指看来不公平的索取，因为

它超过了伴侣们彼此的正常期望。比如，即使你为了完成了一项重大

工程疯狂工作，却要求伴侣连续三个晚上做饭和洗碗，这会使伴侣不

安。

拒绝（rebuffs）指 “一方请求另一方做出期待的反应，而另一

方没有像预期的那样行动”（Peterson，2002，p.371）。一方在接受

到自己伴侣的性暗示后，在床上翻了下身又睡着了，伴侣就会感到被

拒绝。

表11.1　婚姻冲突中涉及的话题



资料来源：Papp et al.，2009a.

最后，累积的烦恼（cumulative annoyances）指相对轻微的事件

不断重复变得恼人。这类事件常以社会过敏（social allergies）的

形式出现：烦人的小事一再发生，人们表现出厌恶和恼怒的过度敏感

的反应，这种反应与任何特定的挑衅事件本身相比都显得有点小题大

做。女性特别有可能因男性粗鲁的生活习惯而恼怒，比如在餐桌旁打

嗝，男性则可能因女性缺乏体贴而发怒，比如约会迟到和购物花费的

时间过多（Cunningham et al.，2005）。

演化心理学对亲密关系中的冲突进行了有趣的预测（Buss，

2012）。从演化的观点来看，异性关系中的冲突很自然地来自伴侣们

生殖利益的差别。可以推测，考虑到男性在婴儿上的养育投入较低，

男性比女性更能担负得起随意、不忠诚的性行为的代价；相比之下，



女性则应该更慎重，性行为的发生只能用来交换男性有意义的承诺。

事实上，男性和女性在爱情关系早期通常遭逢的挫折都体现了这些观

点：“女性对那些超过其期望，想更早、更频繁、更持久地发生性关

系的人感到愤怒和不安，这种反应远超过男性。男性则对那些延迟其

性交或阻碍他们性进展的人感到愤怒和不安，这种反应远超过女性”

（Buss，2000，p38）。当人们建立的亲密关系上了正轨，是否发生行

为的问题通常很好回答，但性行为的频次问题或许会持续数十年。性

驱力的差异会引起大多数夫妻的冲突，这需要协商、平衡和调整，但

多数情况下这个问题永远不会得到彻底的解决（ Elliott &

Umberson，2008）。只要亲密关系持续，伴侣们在性风格和性驱力上

的差异就仍是拒绝和冲突的导火线。

我还注意到男同、女同遇到的痛苦事件通常与异性恋伴侣的差异

并不太大。男同伴侣比其他人更可能在伴侣外性行为的规则上发生争

执，但除此之外，男同和女同与他们正常性取向的兄弟姐妹[1]完全类

似，对表11.1所列的杂务、沟通、金钱等所有话题都会斤斤计较

（Solomon et al.，2005）。正如亲密关系的许多其他方面一样，性

取向对亲密关系冲突的影响并不大。

归因

任何两个人在互动中都会持有不同的视角，这往往是引起愤怒争

执的另一个根源。行动者-观察者效应表明伴侣们对自己行为的解释与

任何其他人相比总会有细微的差异，而自我服务偏差使当事人对自己

行为做出更好的评价。[2]具体而言，虽然人们能轻易认识到他人在事

件的判断上出现了自我服务偏差的归因，但他们却往往认为自己类似

的带偏见的知觉是客观而公正的（Pronin et al.，2002）。因此，伴

侣双方的归因方式通常并不一致，这会造成两种不同方式的冲突。首



先，如果人们不能认识到他们的伴侣总是有其独特的个人观点，就会

产生令人沮丧的误解。第二，如果这些不同的观点显露出来，伴侣们

就会卷入归因式冲突（attributional conflict），为彼此解释的孰

是孰非而争斗（Orvis et al.，1976）。伴侣们或许在行为的具体内

容上容易达成共识，但同时对行为原因的解释可能存在分歧。（“你

放在这里就是为了惹怒我！”“不，我不是故意的。我因为要接电话

就忘记了。”）归因式的争辩通常很难得到解决，因为有人与我们争

执时，我们往往认为他们有偏差，而这更让人生气（Kennedy &

Pronin，2008）。而且，对事件的解释并不存在最终客观正确的单一

解释。比如自私行事的人常常很难认识到他们自己的贪婪性，他们一

般认识不到自己自私的行为方式会反过来引起别人类似的行为。伴侣

双方的交往受到如此众多微妙因素的影响，因此有理性的人对事件原

因和结果的理解总会出现分歧。

既然这样，冲突出现时，亲密伴侣对他们挫折所做出的解释，就

会严重影响到他们的苦恼和愤怒程度。（见专栏11.1“掌控我们的愤

怒”。）如果把伴侣的不端行为解释为无心之过，归因于外部和不稳

定的原因，伴侣看起来就相对无可指责，强烈的情绪（和报复惩罚）

就不合时宜。相反，如果把伴侣的恶劣行为归因于内部和稳定的根

源，恶劣行为看来就是故意的，伴侣看来就恶毒、自私、猥亵、愚蠢

——这种情境下，个体所遭受的麻烦看来就不公平，愤怒就显得顺理

成章（Canary，2003）。所以，幸福的夫妻不太可能像痛苦的夫妻那

样认为自己的伴侣自私自利，有着不可告人的行动目的，这并非巧

合。善意的归因用有利的眼光来看待伴侣，使得冲突更可能得到解

决，这就是这类归因能增进亲密关系持续满意度的一个原因（Fincham

et al.，2000）。

对冲突的特定反应还受到我们对事件归因的影响。当我们判断伴

侣能改变有害的行为时——因此我们解决冲突的努力能得到报偿——



我们就更可能说出我们的不满，建设性地寻求解决冲突的方法，而认

为我们的伴侣不能改变时则是另一番景象（Kammrath & Dweck，

2006）。当人们认为问题不可改变时往往只会变得束手无策、焦躁不

安。





介入和升级

的确，一旦出现了激发事件，伴侣们必须做出决定，要么介入冲

突，要么避免争端、搁置争议。这一决策正是彼得森（Peterson，

2002）的冲突一般模型里的第一个选择点，见图11.2。（乍看起来，

图形比较复杂有点吓人，但请耐心一点；该图巧妙地显示了冲突展开

的几种不同方式。请跟随箭头的路径仔细看看。）只有在伴侣双方都

希望避开争端，才能避免冲突，并且只有在以下两种情况下，争端才

会消失的无影无踪：要么激发事件微不足道，不值得积极地争执；要

么问题看来很难处理，冲突没有任何好处（Zacchilli et al.，

2009）。

否则，就要设法解决争端，双方就介入冲突。某些情况下，夫妻

进入谈判阶段，双方企图通过理性的问题解决方式来解决冲突。然

而，另一些情况下，发生了升级，冲突加剧。升级阶段常常包含了第5

章所述的各种沟通障碍。互动中还会牵涉其他问题，对伴侣冷嘲热

讽，提出充满敌意的要求甚至发出威胁。随后可能出现愤怒的打斗。

丹·卡纳里（Dan Canary）在分析亲密斗争时提出两个观点

（Canary，2003）：首先，伴侣在争斗时会提及彼此卑鄙、恶劣的事

物，其次，恶毒的言论有两类表达手段。直接手段指明确地挑战自己

的伴侣；它们表现在当事人的“脸上”。直接手段包括（1）批评伴侣

的指责和负面性质的归因；（2）要求服从的带有敌意的命令，有时会

涉及伤害身体或感情的威胁；（3）提出对抗性的问题；（4）粗暴或

嘲讽的贬抑之词，传递出厌恶或不赞成（包括好争辩地打断伴侣和大

声喝止伴侣的说话）。间接表达恶毒的手段指以不太坦率的方式处理

冲突；个体的不悦被掩盖起来，意图不太外显明确。间接手段包括

（1）故作高贵、屈尊俯就或者暗示敌意或傲慢等负面特征；（2）烦

躁不安的情感，诸如忧郁、沮丧或哀号；（3）先发制人地企图改变话



题；（4）不承认冲突的闪烁或推脱言词。所有这些行为表现在某种程

度来说都是可憎的，它们一般只会激发冲突而非解决冲突。幸福满意

的伴侣这些行为发生的几率低于不满足的伴侣，已婚夫妻如果惯常地

以这类方式争斗更可能离婚（Birditt et al.，2010）。

图11.2　可能的冲突过程。包括从开端、经由中期阶段直至结束。箭头表示可能的

时间序列，结束于避免、分离或任何其他四种可能的冲突终点。



资料来源：Kelley H..,et al.(1993).

当暴躁的交往使你烦躁时，就会带来很多破坏作用。争吵声不断

的冲突包含有蔑视、防卫、拒绝或交战状态等伤人感情的成分，大多

数人都会为之厌烦或恼怒，这些情绪反应会引起生理唤醒和紧张。暴

躁而愤怒的交往会影响身体健康：这些交往会增加人们的心率和血

压，分泌大量的应激荷尔蒙如肾上腺素，抑制人的免疫功能致使人们

更容易感染疾病（Loving et al.，2006）。当参与者在实验室有控制

的条件下接触感冒病毒时，那些最近经历冲突的人与无冲突者相比，

患感冒的可能性是后者的2.5倍（Cohen et al.，2003）。与伴侣发生

充满敌意的交往后甚至伤口都愈合得更慢（Gouin et al.，2010）。

更糟的是，这种影响随着时间会累积；对英格兰9 000多名参与者历时

12年的研究发现，那些在亲密关系中遭遇大量粗暴冲突的人更有可能

罹患心脏病（De Vogli et al.，2007）。

伴侣一方暴躁易怒，惯常地也会使伴侣另一方（至少某种程度

上）变得愤怒。（请一定不要忽略专栏11.1“掌控我们的愤怒”。）

但 是 当 伴 侣 们 陷 入 负 面 情 感 的 相 互 作 用 （ negative affect

reciprocity）模式（即伴侣们往返来复地传递不断升级的愤怒）时，

暴躁的冲突特别容易使人发怒。幸福、适应良好的夫妻不会经常出现

这种冲突模式（当形势开始紧张加剧，他们能很好地摆脱这一恶性循

环），但痛苦、不满的夫妻在伴侣关系恶化的过程之中通常会表现出

这一模式（Gottman et al.，1998）：一方的暴躁使得伴侣另一方更

易动怒，所以他/她快速地反唇相讥；首先动怒的人变得更加生气，被

激怒的伴侣一方对话则更加尖刻有害。彼此的言辞越来越强硬，伴侣

双方都激起对方愤怒的火焰，随着交往的进行双方变得越来越愤怒和

怨恨。

这种强烈的情绪使得冲突特别具有侵蚀作用，不过可以肯定有些

人不太容易变得烦躁不安（Smith et al.，2011）。具有安全依恋类



型的人在面对冲突时，其生理反应更温和（Powers et al.，2006）。

回避亲密程度高的人喜欢避开讨论敏感问题，为了伴侣的利益而做出

的牺牲更加惹恼他们（Mikulincer & Shaver，2005），因此冲突发生

时他们会变得更加敌对，免疫系统更紊乱（Gouin et al.，2009）。

忧虑被弃程度高的人在冲突中会变得紧张，心率和血压的增高，久而

久之会导致高血压（Kim，2006）。总之，冲突出现时具有安全依恋类

型的人不太容易愤怒，更加冷静和镇定，更能合作和乐观地对待冲

突。他们还能更快地从冲突中重新振作，搁置异议，回到积极的心态

（Salvatore et al.，2011）。

个体的伴侣特征也有影响。当人们的伴侣能安全地依恋自己时，

人们在冲突事件中体验到的紧张一般更少（Powers et al.，2006）。

如果伴侣能提供给我们有效的社会支持，我们在面对冲突时往往容易

保持轻松和随意，血压和应激荷尔蒙的水平也更低（Heffner et

al.，2004）。当我们知道能依靠伴侣，获得我们真正需要的帮助时，

意见分歧显然不再那么让人担忧。

因此，冲突升级过猛或者过频通常都会影响身体和心理健康。这

些生理反应或许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在讨论冲突时肾上腺素水平激

烈增加的新婚夫妻，在10年后明显不太可能有幸福的婚姻，他们甚至

很难维系婚姻（Kiecolt-Glaser et al.，2003）。

要求/退避模式

另一个加剧冲突、令人不悦的交往现象是要求/退避模式，具体表

现为“一方（要求者）批评、不断唠叨、向另一方提出要求，而伴侣

（退避者）逃避正面接触、退避、采取守势”（Eldridge &

Christensen，2002，p.289）。应该反对这一模式，部分原因是这种

模式能自行延续。受到退避者消极退缩的影响，要求者可能更加坚持



解决争端；然而，这种增加的压力往往使得退避者甚至更加抵触，沉

默寡言，并且这种模式会继续下去。这种不平衡的处理冲突的方式会

让要求者感到忽视和误解（Weger，2005），久而久之，它会损害夫妻

对亲密关系的满足感（Baucom et al.，2010）。

两性在对冲突的其他反应方面差别不大（Gayle et al.，

2002），但在要求/退避模式上差异明显：在全世界，多数情况下女性

是要求者而男性是退避者（Christensen et al.，2006）。在异性恋

和同性恋伴侣中，如果一方想讨论和改变现状，男女两性都可能会退

避（Baucom et al.，2010），但女性一般比男性更可能就亲密关系中

存在的问题发起讨论和畅所欲言（Denton & Burleson，2007），因而

她们更多地扮演要求者的角色。（这一结论的证据来自两性在《发起

者风格问卷》上的性别差异。你可以使用表11.2测量你自己的风

格。）

为什么女性要求而男性退避？有着各种可能性。这一模式可能来

自区分男性和女性的性认同差异（Afifi & Joseph，2009）。社会鼓

励女性公开、有表达能力，而鼓励男性独立、自主，要求/退避模式可

能产生于女性寻求亲近而男性却要保护他们的自主。另一种解释是社

会结构假设，主张要求/退避模式产生于男性和女性在社会和婚姻等方

面权力上的差异（Eldridge & Christensen，2002）。正如我们在第

12章将看到的，男性在异性恋关系中一般比女性拥有更多的权力，如

果你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你可能就会抵抗改变。

表11.2　发起者风格问卷（The Initiator Style Questionnaire）



资料来源：Denton & Burleson (2007).

事实上，这两种解释大体上都正确。研究者要求夫妻参与两次讨

论来探察了这一问题。一次讨论中妻子想改变，另一次讨论中丈夫要

改变。当丈夫或妻子有他们想讨论的议题时，他们都倾向于要求，但

当伴侣提出了关心的问题时，丈夫和妻子都倾向于退避。因而某种程

度上，要求/退避模式仅仅取决于哪一方提出问题（Caughlin &

Scott，2010）。妻子一般较丈夫更迫切地提问题，然而丈夫退避得更

加彻底，所以实验数据同时支持了性认同差异和社会结构的观点

（Baucom et al.，2010）。妻子更可能迫切要求亲密关系发生所期望



的变化，丈夫更可能退避，权力的不平衡会影响伴侣改变亲密关系现

状的意愿（Holley & Levenson，2010）。

协商和顺应

并非所有的冲突都会加剧或恶化，有些的确最终会平静下来。当

爱恋中的伴侣最后头脑冷静下来，通常会进行协商。伴侣们宣告他们

的立场并一起努力明智地解决冲突。最好的情况是，彼此对另一方都

具有应答性（反应灵敏），每一方都能根据对方的反应感觉到确认。

[3]

丹·卡纳里在分析冲突的手段时，识别出在协商过程中伴侣能彼

此友善相待的各种方法（Canary，2003）。和恶毒言论的表达手段一

样，有些善待手段是直接的，公开地处理争端，另一些是间接的，绕

开争端但又能平息消极情感。友善的直接手段包括（1）通过接受责任

或者做出让步或妥协表明解决问题的意愿；（2）通过复述表明支持对

方的观点；（3）用“第一人称陈述”进行自我表露；（4）提供赞许

和关爱。间接的手段是友好的、没有讥讽意义的幽默，这些手段能放

松心情。戏弄或奚落对方的恶毒性幽默没有益处，但尊敬对方的诙谐

及友好的鼓励在亲密冲突中特别受欢迎；它能平息愤怒的情绪（Yuan

et al.，2010），当伴侣在谈论冲突时使用友好的幽默，我们会感觉

与他们更亲近，对达成的共识也更满意（Campbell et al.，2008）。

当然有些问题更容易解决，但在冲突的过程中运用此类友善手段有助

于保护和维持亲密关系（Gottman et al.，1998）。

如何成功地与爱恋之人协商，这里有一些有益的建议。首先，保

持乐观。要坚信创造性合作，彼此慷慨地关照对方能解决（大部分）

问题。积极期望有助于你们达成共识（Liberman et al.，2010），而

悲观主义只会让事情更糟（DiPaola et al.，2010）。其次，尊重你



自己及伴侣的意见。如果伴侣彼此能站在对方的角度，重视彼此的观

点（Rizkalla et al.，2008），另一方得偿所愿时由衷地感到高兴

（Gore & Cross，2011），就能更好地解决问题。总是坚持“我们”

一起做事，而不是仅仅命令伴侣行动，如此能把你们两人强化为一个

整体而非各自成为孤立的个体；当伴侣总是提及“我们”而不只是他

或她时，伴侣对你的意见就会更少抗拒（Mitnick et al.，2009）。

最后，在激烈的讨论中偶尔暂停一下，尤其在有人感到厌烦或恼怒的

时候（Sanford & Grace，2011）。离开房间几分钟，但继续思考你关

注的问题，你回来时就会发现协商变得更加顺利（Harinck et al.，

2011）。

图11.3　亲密关系中不满的反应类型



资料来源： Rusbult，1987.

显然，某些反应对冲突具有破坏性，会损害亲密关系，另一些则

具有建设性，有助于维持亲密关系。把这种差异和我们前述介入和避

免冲突的不同方式结合在一起，就能得到亲密关系中应对冲突和不满

的四种不同方式，详见卡里尔·鲁斯布特（Caryl Rusbult）的发现。

请参看图11.3；这四种应对冲突的类型在主动或被动维度和建设性或

破坏性维度上存在差异：

1. 讨论（voice）是指以主动、建设性的方式来行动，通过与伴

侣讨论问题、改变自己的行为、获取朋友或治疗师的建议从而改善交

往情境。

2. 忠诚（loyalty）是指以被动但建设性的方式来行动，通过乐

观地等待条件改善而表现。

3. 离开（exit）是指以主动、破坏性的方式来行动，通过离开伴

侣、威胁要结束亲密关系或者施虐行为如大喊大叫、大打出手而得以

表现。

4. 忽视（neglect）是指以被动但破坏性的方式来行动，通过避

免讨论关键性的问题、减少与伴侣的相互依赖而表现。当个体变得忽

视，就会袖手旁观，眼睁睁地看着情势恶化。

如果亲密关系越令人满意，人们的投入也较高，就越有可能以建

设性的讨论和忠诚做出反应，而不是忽视或离开亲密关系（Rusbult

et al.，1982）。对于已承诺的亲密关系我们通常会设法维持。这种

情况下，讨论比忠诚就更有益和有效：讨论表达了兴趣和关注，往往

能得到伴侣积极而有效的反应，忠诚则与之不同，常常容易被忽视，

没有什么好处（Overall et al.，2010b）。当然，离开更为糟糕，如



果存在诱惑的替代伴侣，人们更有可能摆脱举步维艰的亲密关系，而

不是努力维持它（Rusbult et al.，1982）。

当伴侣双方都选择破坏性的冲突反应，亲密关系就很危险

（Rusbult et al.，1986），所以在面对爱人暂时的蔑视情况下，能

够维持建设性的态度难能可贵，在第6章（第215页）我们把它称为顺

应（accommodation）。当伴侣表现出破坏性的行动时，顺应就是抑制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冲动，努力以镇静和忍耐反应。安全依恋型的

人比不安全的伴侣更可能做出此类反应（Gaines & Henderson，

2002）。在15章我们还会提及顺应；目前我们只要注意，能忍受彼此

偶尔的激怒，不做出敌对反应的人，往往比那些不太宽容、总是睚眦

必报的人更幸福（Rusbult et al.，1998）。

应对冲突：四类夫妻

顺应的积极意义是否就意味着你和伴侣应该彼此避免争执？不全

然。即使热烈的争执有时也具有建设性，有些进行过激烈争论的夫

妻，他们的婚姻看来也很稳定与满足。争执到底能促进还是侵蚀伴侣

的满意度取决于争议进行的方式。

婚姻研究专家约翰·戈特曼（John Gottman）曾历经数年考察冲

突（Gottman，1993，1994a，1999）。在一个典型程序里，他邀请夫

妻讨论持续存在的争议，随后仔细地研究了他们互动的录像带。根据

研究结果他认为处理冲突有三种不同方法，这些方法可以导致稳定而

牢固的婚姻。（是否有一种非常符合你？在你继续阅读前，请你利用

下面专栏11.2里的简单测试来评价你自己的冲突类型。真的，请停止

阅读，翻到下面的专栏开始测试吧。）



多变型（volatile）夫妻会发生频繁、激烈的争论。他们投身于

火热的辩论，努力说服和影响彼此，他们常常表现出很高水平的负面

情感，但他们能充分运用智慧和真来缓和愤怒。

确认型（validator）夫妻更有礼貌地争斗。他们往往比多变型的

夫妻更镇定，在解决冲突的过程中更像合作者而非对手。他们的讨论

或许会变得很激烈，但他们常常通过表达同理心、理解对方的观点来

彼此确认。



与多变型和确认型的夫妻相反，逃避型（avoider）的夫妻很少争

吵。他们回避正面对抗，如果他们真要讨论他们的冲突，也非常温和

谨慎。正如戈特曼（Gottman，1993，p.10）所言：

谈话的伴侣很难开启关于冲突的讨论……一旦任何一方说出了他/她行为的理由，他

们一般认为讨论已结束。他们认为接纳这些分歧是最完美的讨论结果。一旦他们理解了他们

的分歧，就感到双方达成共识，他们共有的价值观远远强过这些分歧，从而使双方的分歧变

得不重要、更容易接纳。所以，很少有付出和得到，也很少有说服彼此的企图。他们的讨论

很少带有情绪色彩，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的。他们提出的解决争端的办法通常一点也不具有

针对性。

逃避型的夫妻不会与伴侣讨论冲突，他们常常只是靠自己的力量

试图解决冲突，或者静观待变，希望时间的流逝有助于解决问题。

虽然这三种类型非常不同，戈特曼断言所有这三类夫妻都能持

续，因为他们的冲突解决都保持了很高的奖赏对（付出的）代价的比

率。多变型夫妻虽然交流了大量的负面情感，但用更多的关爱和幽默

来保持平衡。逃避型夫妻并不特别感情洋溢或者和蔼可亲，但他们没

有太多需要克服的负面情绪。只要他们的交往中正面和接纳成分大大

超过负面与争议成分——你或许还记得第6章满意的亲密关系最低的接

纳比率是5:1的奖赏-代价比率——伴侣们就可以吵翻天或者根本不吵

架，这都无损于他们的亲密关系。

然而对于某些夫妻争执却非常不利，戈特曼认为敌对型

（hostile）夫妻不能维持友善行为对恶意行为的5:1的比率。他们的

讨论充斥着批评、蔑视、防卫和退避，讨论的时间越长，他们就会变

得越压抑。有些敌对型夫妻会主动处理他们的分歧，但效果很差，另

一些敌对型夫妻则会保持更超然、更置身事外的姿态，但在短暂的冲

突出现时也会彼此诽谤中伤。但无论他们是否会主动争吵，敌对型夫

妻彼此都会恶意相待，这与其他三种夫妻完全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

他们的冲突对亲密关系更危险的原因。



研究数据支持戈特曼的观点吗？对约2 000对已婚夫妻的大型调查

发现，24%的夫妻至少有一方会面临敌对型冲突，不出所料，这些夫妻

比其他夫妻更不满意，存在更多的问题（Busby & Holman，2009）。

最普遍的婚姻模式（25%）中夫妻双方都是确认型，他们是这群夫妻中

最满意的。实际上，确认型夫妻冷静、尊重和富有同理心的处事方式

总是具有优势；第三种夫妻类型（即一位确认者结合另一位多变者或

逃避者）也很幸福。夫妻双方都为逃避者（2%）或多变者（5%）的现

象十分罕见，这可能是好事：他们比（至少有些）确认的夫妻对婚姻

更不满意。所以，戈特曼的分析相当正确。激烈的争吵未必会损害亲

密关系，尤其在争吵时保持一定程度的同理心和尊重的情况下。不必

恐惧真正的激情，只要其中包含对伴侣的关心。但任何情况下都不应

让争吵变得刻薄、讽刺和粗暴。冲突只要变得恶毒和刻薄就具有腐蚀

性。

冲突的结果

冲突的结束

最后，所有的冲突都会结束。彼得森（Peterson，2002）描述了

冲突结束的5种方式，我们将粗略地按最有破坏性和危害到最有建设性

和益处的顺序逐一考察。（这5种冲突结束方式见图11.2。）

分离（separation）指伴侣一方或双方在冲突没有解决时就退出

的冲突结束方式。分离可以结束愤怒的会晤，从而防止对亲密关系造

成不可弥补的损害，并且时间上的分隔能使争斗双方头脑冷静，使双

方能更有建设性地思考他们的处境。然而它提不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只是延迟了未来的不和。



冲突还能以征服的方式结束。支配（domination）指伴侣一方得

逞，另一方停止反抗的冲突结束方式。支配多发生在一方比另一方更

强大情形下，强势方通常对这样的结果感到满意。但失败者对于支配

是非常反感的，心中可能会滋生敌意和憎恨（Zacchilli et al.，

2009）。

妥协（compromise）指双方都降低期望以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替

代办法来结束冲突。正如彼得森所指出的（Peterson，2002，

p.380），伴侣双方的“利益都减少而非得到满足”；伴侣既没有得到

他/她要求的一切，又非两手空空。当一方所得只有在对方蒙受损失的

情况下才能实现时，妥协才可能是解决冲突的最好方式，但一般情况

下，通常会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整合式一致（integrative agreement）指具有创造性、灵活性地

满足双方最初的目标和期望。整合一致不容易达到，往往需要做出一

些努力；伴侣们需要对他们的愿望进行改进并按重要性排序，做出选

择性的让步，发现不强加于伴侣的、实现目标的新方法。尽管如此，

通过决断力、聪明才智、想象力、慷慨的合作，伴侣们常常能得偿所

愿。

最后，结构性改善（structural improvement）指伴侣不仅得到

他们想要的，而且从中得到学习和成长，使他们的关系发生可喜的变

化。这种冲突结果并不常见，它通常是重大动乱和剧变的结果。伴侣

可能遭遇到危险的压力和严重的冲突而不得不重新思考他们的习惯，

并鼓足勇气、充满斗志地解决冲突。不过，结构性改善使得伴侣们的

境况变得更好。正如彼得森所述（Peterson，2002，p.382）：

规范亲密关系的因果条件会发生某些变化。伴侣们彼此都更为了解。伴侣都把比以前

更宝贵的品质归因于对方。在平安度过狂风暴雨般的冲突之后，伴侣比以前更信任对方和他

们的亲密关系，因而愿意以更乐观和更有创造力的方式去解决先前逃避的争端。随着这些变

化的发生，亲密关系的质量会在冲突即时爆发之后的各种情境下一直得到改善。



冲突的益处

彼得森的观点对吗？冲突有时也能产生有益的结果吗？可能。在

本章快要结束时，你或许觉得在你的亲密关系中如果没有争吵、分歧

和争论就更好了。有些人肯定会这样想，认为“分歧具有破坏性”，

争论就标志着彼此间的爱情确实出现了缺陷（Eidelson & Epstein，

1982）。但（正如我们在第4章学到的）上面的观点是起反作用

（dysfunctional）的看法，是与不满意的亲密关系联系在一起的，人

际关系学家对此有着不同的看法。他们承认伴侣们未表达出的烦心事

和引起愤怒的刺激物越多，他们往往对自己的亲密关系越不满意

（Roloff & Cloven，1990）。从冲突中退避的新婚夫妇，并没有解决

他们的分歧，那么在今后的岁月里往往更不快乐（Noller et al.，

1994）。更不寻常的是，受到婚姻困扰却不能畅言的中年妇女比起她

们直言不讳的邻居来，在未来10年里死亡的可能性高达4倍（Eaker et

al.，2007）。冲突不可避免，不应该忽视它的存在。

的确，冲突研究的主流观点认为，对于冲突造成的困境而言，冲

突本身就是促进亲密感必不可少的手段。（婚姻专家约翰·戈特曼

[Gottman，1994b，p.159]提出忠告，“我所能给予那些想要婚姻成功

的男性的最重要建议是不要试图回避冲突。”）冲突能暴露潜在的问

题和矛盾，这样才有可能寻求解决方法。如果伴侣关系健康，问题不

严重，那么使亲密关系理想化并减少缺点的浪漫错觉有助于我们保持

幸福，但一旦亲密关系出现重大缺陷，浪漫错觉就很危险，会妨碍我

们洞察事实真相（McNulty，2010）。的确，问题严重时，识别真正存

在的问题并表达不满是明智之举（McNulty & Russell，2010）。如果

处理得好，冲突能消除困难处境性，以免将来恶化引发更严重的问

题。如果你正面冲突，并不能确保你解决困难，马上感到满意

（Fincham & Beach，1999）。尽管如此，但如果能娴熟、有技巧地处



理冲突——而不是冲突不出现——会使得亲密关系更有可能发展

（Fincham，2003）。

当然，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知易行难。我们往往把年少时期在家

里习得的教训带到我们成年期的爱情之中（Whitton et al.，

2008），人们显然在处理冲突的敏感性和熟练度上存在差别（Smith

et al.，2008）。具体来说，见证了父母之间暴力冲突的男孩在成年

后处理冲突的能力非常拙劣，比他们的同辈更暴躁和尖刻（Halford

et al.，2000）。

然而，那些争斗严重的伴侣有时的确能改弦易辙。一项跟踪研究

发现，大多数人在2年的时间跨度里都保持着同样的冲突风格；约一半

伴侣的争斗方式具有建设性，采用很多确认方法和正面情感。四分之

一伴侣的争斗方式比较拙劣，整整24个月双方都在敌意和刻薄的异议

中煎熬。显然，一旦你和伴侣建立了一种处理冲突的风格，它就可能

持续下去。不过，约有20%的具有破坏性争斗的年轻父母在研究期间改

变了他们的风格，脾气变得不再那么坏，对他们的亲密关系也更为满

意（Houts et al.，2008）。

如果你正不悦地与人冲突，你也有可能改变，在这方面我要为你

提供一些建议。首先，对大多数人而言，成功的冲突管理包括自我控

制。你在保持乐观、避免罪责归因、掌控愤怒上越努力，你就越有可

能变得宽容、灵活、有创造力，越有可能达到整合式一致（Canary，

2003）。你要成功地做到戈特曼（Gottman，1994b）提出的三个“不

要”，也需要自我控制：

● 不要退避。当你的伴侣提出关心的问题或抱怨时，戒心重重地

逃避冲突是令人讨厌的，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可以请求对方重新安排

更方便的时间来讨论冲突，但你要记得自己有责任履行约定。



● 不要消极。遏制你的讥讽、克制你的轻视、丢弃你的厌恶。粗

鲁、暴躁和刻薄的行为对你的亲密关系具有很强的侵蚀作用，因为

（正如第6章我们学过的）[4]坏的比好的更有力量。

● 不要陷入负面情感相互作用的怪圈。这一点非常重要。请注

意，当你意识到你和伴侣正在你来我往地破口大骂，侮辱和谴责变得

越来越强烈时，请停止。休息10分钟，做好准备，平静下来，再返回

你的讨论并为上次的过激言辞道歉。

表11.3　谈话者—听话者技术



资料来源：Adapted from Markman et al.，1994.

避开脾气暴躁、态度恶劣的交往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那就是运

用婚姻问题专家传授的技术来建设性地处理冲突（Markman et al.，

1994）。说话者—听话者技术（speaker-listener technique）可以

帮助夫妻们针对有争议性的议题进行平静、清楚的沟通，能促使人们

使用主动倾听技能，即使存在分歧也能增加伴侣的理解和彼此确认。

具体而言，说话者—听话者技术的目的是打断错误知觉的恶性循环，

如果伴侣在没有检查自己对另一方意图的理解是否正确的情况下就快

速地做出反应，就会非常频繁地造成这一恶性循环。

表11.4　争斗结果概览

每个人根据他/她自己的观点来给每一次争斗评分。在良性的争斗里伴侣双方都是

赢家。也就是说，伴侣双方都有相当多的正面结果而非负面结果。



资料来源：Adapted from Bach & Wyden，1983.

要使用这一技术，伴侣们可以指定一个小物体作为发言权的标志

（见表11.3）。不管是谁得到发言权就是说话者。伴侣们的任务是使

用“第一人称陈述”来简明扼要地描述他/她的情感；听话者的任务是

不要打断、仔细倾听，然后复述说话者的信息。当说话者对听话者理

解自己的情感感到满意时，交换发言权，伴侣们转换角色。这一耐心

的模式使伴侣们有机会表露他们关注的问题和对彼此情感的尊重，而

不会陷入自我辩解、猜测、打断和防卫的恶性循环（Cornelius &

Alessi，2007）。

如果你努力遵循这些建议，就可能很好地处理冲突。当冲突讨论

完成时，你可以使用研究者（Bach & Wyden，1983）发明的记分卡即

《争斗结果概览》（Fight Effects Profile）（见表11.4）来给你们

的合作评分。如果你有“良性”争斗，即表中所列正面效果，你的争

斗就可能有利于你的亲密关系。

请不要低估公平争斗和进行“良性”争斗的难度。这需要自律和

对自己伴侣真正的关爱。但正面结果通常值得努力。因此，冲突并不

是可怕的问题，而是具有挑战性的机遇——理解自己和伴侣的机会，

个体亲密关系变得更满意更亲密的契机。努力去公平地争斗，并在下

一次冲突考验你的沟通技能时记得使用《争斗结果概览》来评价你的

努力。

请你思考

约翰的妻子蒂娜性子有点暴躁。当有事情惹恼她时，她马上就想

放下一切其他事情而致力于解决问题，但这样做时往往带有强烈的情

绪。她的性情多变、很容易发怒，但同样能很快地平静下来。约翰更



为温和，他厌恶冲突。当他变得生气时，表现得很迟缓，怒气慢慢地

增多而不是迸发出来。当有事情烦扰他时，他会独自离开不悦的情

境，参加一些能分散注意力的娱乐活动，而不会讨论冲突，更不会转

变为争斗。

最近，蒂娜变得特别沮丧，因为当她提出抱怨时约翰沉默不言，

不做应答。他不愿意和蒂娜讨论她的牢骚，这样只会使蒂娜更加烦恼

和不满。你认为约翰和蒂娜的未来如何？为什么？

[1] 这里指的是真正的兄弟姐妹。所罗门等人研究中的异性恋已婚者都是男同和女同参与者的手足同

胞（Solomon et al.，2005）。实验程序很聪明，不是吗？

[2] 如果需要提醒你这些归因模式，请翻到第4章115~116页。

[3] 要回忆反应性和确认的意义，请分别翻到第7章224页和第5章176页。

[4] 见第6章189页。



第12章 权力和暴力

在你的亲密关系中哪一方发号施令？你通常都能随心所欲吗？或

者你和伴侣互换主导权，各自都能得到一部分自己想要的权力？大多

数人认为理想的人际关系是一种平等的伴侣关系，伴侣双方分摊重大

决策的权力，彼此相互影响；在世纪之交有项研究发现，90%的年轻女

性和87%的年轻男性认为，在恋爱关系中恋人应该有“完全平等的话语

权”（Thornton & Young-DeMarco，2001）。此外，人们显然更偏好

享有同等权力的友谊，而不是某一方处于典型主导地位的友谊

（Veniegas & Peplau，1997）。对此你或许不会感到奇怪，但这一分

享权力的偏好却是对前面几代人所支持的传统模式的重大逾越，在传

统模式中男性是异性关系里居于支配地位的伴侣，有权力做出所有的

重大决策，发号施令。如今，很少有人明确宣布他们希望仿效这一过

时的模式，但要实现亲密关系中的平等远比听上去要复杂得多。在男

女平等的亲密关系中决策该怎样进行？伴侣们是否应该一起做所有的

决策？或者每个伴侣精确地承担一半的决策责任？决定的主次轻重是

否重要？在观念上支持关系平等很容易做到，但要把它变成现实则存

在巨大的挑战。

本章我们就要考察亲密关系中社交权力的作用方式。社交权力

（power）指的是影响他人行为并抵制他人影响自己的一种能力

（Huston，2002）。我们将识别决定亲密关系中权力的一些基本因

素，思考权力对个体和伴侣的影响。不幸的是，某些权力令人不悦。

权力和相互依赖



分析社交权力的方法多种多样，但最普遍的分析方法是相互依赖

理论（Thibaut & Kelley，1959），在第6章我们考察了此一理论。本

章我们将运用相互依赖的观点来描述权力构筑的基础、权力行使的过

程和使用权力导致的结果。

权力的来源

根据相互依赖理论，权力是建立在对有价值资源控制的基础上。

如果我控制了你想拥有事物的使用权，你可能就会心甘情愿地服从我

的指令（在合理的范围里），以便得到你想拥有的事物，那么我就对

你拥有权力。我能让你做我希望的事情，至少一段时间里是如此。这

个观点很简单，但（或许如你所料）这种社交权力观存在很多微妙之

处。

首先，拥有权力的人未必就拥有人们渴望得到的资源；他/她只要

拥有控制人们获得这些资源的能力就已足够。设想你和朋友正在一个

跳蚤市场上购物，你发现一张市面上很少见的DVD音乐影碟，几个月都

梦寐以求，但易趣网上的拍卖出价总让你和这张影碟失之交臂。这张

影碟看来价廉物美，但你身上没有足够的现金，你需要向朋友借点钱

以购买这张千载难逢的影碟。你的朋友并没有你期望的物件，但他/她

在这种情境下的权力是因为控制了你得到所期待的事物的能力。类似

的方式下，亲密关系的伴侣也能控制我们获得有价值的人际奖赏——

比如身体关爱（physical affection）——因而对我们拥有权力。

当然，只有在他人想要得到某些资源的情况下，个体才能从控制

的资源上得到权力。罕见的DVD这个例子就说明了这一点：如果你对这

张影碟只有些许兴趣，借钱给你的朋友也就只对你有一点权力。但如

果你极度想要这张影碟，你的朋友就拥有更多的权力，他就能要求你

帮他大忙作为报答。每当我们非常渴望某物（可以是罕见的DVD或者人



际亲密）并认为从其他地方无法得到时，拥有我们想要事物的人就对

我们有控制力。

我们在第185页专栏6.1碰到过个体的欲望助长了另一个人的权力

的例子。较小利益原则（principle of lesser interest）认为：在

任何伴侣关系中对于继续和维持亲密关系利益较小的一方在伴侣关系

中拥有更多的权力（Waller & Hill，1951）。如果伴侣爱恋和需要你

的程度超过了你爱恋和需要他/她的程度，你多半能得偿所愿。这听起

来有点残酷，但却是事实；在爱情关系中，投入较少的伴侣通常拥有

更多的权力（Lennon et al.，2011）。在第9章我们提到了这一模式

的另一个例子，我们注意到男性平均而言比女性渴望更多的性行为。

男性在性上更大的利益给了女性权力；女性把性行为视为能用来与男

性交换各种利益的宝贵资源，这虽然看上去非常不浪漫，但却很有启

发意义（Kruger，2008b）。这种情形在卖淫的例子中更加清楚，女性

以性行为换取金钱。但这个因素在许多爱情关系中常常以更微妙的方

式发挥作用。比如女性在允许男性发生性行为之前会等待爱的表白和

承诺的出现，这一现象非常普遍。

当然，如果我们想要的事物很容易在其他地方获得，我们就会去

别的地方寻求，所渴望资源的替代来源易得性是相互依赖理论权力观

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如果在跳蚤市场上有另一位朋友能把你所需要的

钱借给你，第一位朋友就对你拥有更少的权力。而如果有许多人都能

借钱给你，那么你就不会特别依赖任何人，根本没有人再能拥有对你

的许多权力。

同样，替代选择的易得性会影响亲密关系中权力的平衡。那些可

选择的其他伴侣关系很少的人（因而具有低的CLalt）与有许多潜在伴

侣的人（因而具有高的CLalt）相比，将更加依赖于他们的亲密关系。

正如我们刚刚谈到的，更加依赖就意味着权力更少。如果伴侣一方的



替代选择很少，另一方却很多，权力就会出现更大的不平衡，而在彼

此需要对方的程度类似的伴侣身上则不会出现这一现象（Lennon et

al.，2011）。

事实上，可获得的替代选择上的差别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传统婚姻

中男性一般女性更强权。当丈夫离家工作而他们的妻子待在家里时，

丈夫常常有很高的CLalt，这至少有两个重要的原因。首先，他们会遇

见许多其他潜在的伴侣；其次，如果他们愿意就更可能有金钱去追求

她们。相形之下，在家相夫教子的妻子可能碰不到许多其他有趣的男

性，即使她们碰到了，也可能在经济上要依赖丈夫，因为自己拥有的

金钱很少。因此，当妻子进入劳动大军并结识了新朋友和获得金钱

时，婚姻中的权力平衡就会发生变化（Fitch & Ruggles，2000）。

相互依赖理论的权力观还有两个观点需要说明。首先，相互依赖

理论认为权力有两大类。有时无论伴侣怎么做，对方都能控制伴侣的

关系结果；这种情况下，这种权力称为命运控制（fate control）：

一方能独断地决定伴侣关系的结果，因而控制着伴侣的命运。当女方

是男方的唯一选择时，女方拒绝与丈夫发生性行为就是在行使命运控

制；她能单方面决定是否发生性行为。第二种更微妙的权力是行为控

制（behavior control）。个体通过改变自己的行为来鼓励伴侣也朝

着理想的方向来改变其行动就是行为控制。如果女性通过提供特殊的

背部推拿来要求伴侣清洗车库，她就在进行行为控制。

当然，在几乎所有的人际关系中，伴侣双方都对彼此具有权力，

相互依赖理论的权力观最后、也可能是最重要的观点是，伴侣双方的

交往来自于他们彼此的相互影响。伴侣一方对另一方的权力可能受到

另一方对其反权力（counterpower）的较量，所以有时彼此都能使对

方按自己要求的做。比如，某女对是否与丈夫性交具有命运控制，但

丈夫反过来对她具有行为控制；通过哄骗、讨好甚或威胁，他也能让



她按自己的愿望行事。伴侣双方影响彼此的能力多种多样、千变万

化，有些情境下强大，有些情境下弱小，但一定程度上双方通常都能

控制对方的行为。

资源的类型

如果权力是建立在我们控制的资源基础之上，那么包含哪些资源

类型？表12.1列举了由弗伦奇和瑞文（French & Raven，1959）首先

识别的六种权力基础；这种分类适用于各种人际交往，包括亲密关系

中的交往。前两种权力是奖赏权力（reward power）和强迫权力

（coercive power）指个体给他人赐予各种奖赏和惩罚的能力。涉及

的收益和代价可以是身体或物质好处，比如令人愉快的礼物或让人痛

苦的耳光，也可以是无形的人际得失，比如使人安心的赞同或伤害情

感的蔑视（Raven，2001）。举个例子，如果丈夫渴望妻子给他按摩肩

膀，她就拥有对他的奖赏权力：她可以给丈夫按摩或者不按摩、给予

或保留物质奖赏。但反过来，他或许拥有对她的强迫权力：如果他得

不到按摩，可能生闷气、不太温情，强加给妻子无形的压力。

表12.1　滋生权力的资源

资料来源：Based on Raven，2001.



为伴侣提供期待的利益或者强加厌恶的代价非常重要，也具有很

大的影响力，但还存在其他影响人的方式。合理权力（legitimate

power）指我们的伴侣认为我们有合乎情理的权力命令他们怎么做，并

且他们有遵从的义务。比如在某些文化中，认为丈夫真正是一家之

主，妻子不仅要爱恋、尊敬丈夫，还要服从丈夫的意志，满足丈夫的

一切要求。这种合理权力来自于有权威的地位，但强大的社会规范也

能赋予任何人的请求以合理权力（Raven，2001）。比如，互惠

（reciprocity）的规范鼓励我们要投桃报李，如果已经帮过你忙的人

要求一些报酬，此规范就使你有责任做出善意的回应。平等

（equity）也具有规范性，如果你的伴侣最近做了额外的家务，要求

你折叠一些洗好的衣服可能很难拒绝。最后，社会责任规范鼓励我们

慷慨地对待那些依赖我们的人——帮助那些不能自理的人——如果你

的伴侣因感冒而卧病在床，要求一杯果汁可能很难拒绝。这些规范都

能给伴侣的愿望赋予权力，使得他们很有影响力，至少暂时如此。

当伴侣崇拜我们并且因为感到与我们有关联而心甘情愿地按我们

的要求行事时，我们就拥有对伴侣的参照权力（referent power）。

当伴侣爱恋我们并希望和我们亲近时，我们的愿望就能改变伴侣做事

的偏好。当伴侣认识到我们出众的知识和经验，并因为我们懂得比他

们多而受到我们的影响时，就存在专家权力（expert power）。比

如，当妻子是比丈夫更好的烹调高手时，轮到丈夫准备晚餐时，他通

常会毫不迟疑地遵循妻子的建议和指导。最后，当我们握有影响伴侣

行为的特殊信息时，我们就拥有信息权力（information power）；如

果能告诉伴侣绘声绘色的小道消息，他们就可能有求必应。

男女两性和资源的控制

在你的亲密关系中这些资源是如何调配的？这主要取决于你们伴

侣双方，但你可能认识不到，周围更广泛的文化模式对你的影响更



大。许多人都赞同平等的伴侣关系，但实行的却仍然是不平等的人际

关系，他们的亲密关系中“存在权利的不平衡，一方作更多的决策、

控制更多的共同活动和资源，赢得更多的争吵，一般而言处在支配的

地位”（ Impett & Peplau，2006，p.283）。在大部分的异性恋的亲

密关系中居于优势地位的是男性。的确，这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并非好

消息（可能根本就是习以为常的观念）：“在任何已知的社会中，鲜

有女性能支配男性的。在所有能积累财富的社会里，男性平均掌握的

权力都远比女性要多，在整个人类历史中这一点看来都是正确的”

（Pratto & Walker，2004，p.242）。这样看来，那些试图平等分享

权力的异性恋伴侣却是在悖逆长期传统的主流文化而动，这主要有三

个原因。

首先，男性和女性一般面临着相对资源的差异。男性得到的工资

要多于女性（甚至工作相同亦是如此）：在美国全职工作的女性所赚

收入只有男性的80%（Yen，2010）。他们更有可能掌握政府、司法和

公司的权力；比如2011年美国众议院只有16%的议员是女性（而参议院

只有17%），更糟的是，美国500强的企业只有3%的首席执行官是女性

（Women CEOs，2010）。那些拥有金钱和地位的人自然具有奖赏权力

和合理权力，而男性通常比女性更有金钱与地位。的确，与过去相

比，妻子们的收入超过丈夫更为普遍，但在四分之三的美国家庭中丈

夫仍然比妻子赚得更多（Fry& Cohn，2010）。

而且，金钱作为权力源比其他任何资源的运用都要灵活。有人认

为某些资源（比如金钱）是普遍性的，而另一些（比如爱恋）是特殊

性的（Foa et al.，1993）。普遍性的资源几乎能在非常广泛的情境

下与任何人交换，不管是谁控制了它们都有很大的自由来决定用它做

什么（和谁一起做）。特殊性的资源在特定的情境中很有价值，但在

其他情境则并非如此，它们只能针对特定的伴侣赋予其拥有者权力。



伴侣对你的爱可能让你拥有针对他/她而非其他人的参照权力，但大笔

的现金可能让你对任何人都具有奖赏权力。

公平为什么难以实现的第二个原因与第一个有关：社会规范支持

并维持男性的支配地位。世界范围的性别刻板印象都认为男性比女性

更有决断力，大多数文化仍然受到父权制规范的支配，赋予男性比女

性更高水平的专家权力和合理权力（Carli，1999）。实际上，美国人

一般认为女性比男性更具有成为高效领导者的技能；他们认为女性更

诚实、聪明、仁慈，与男性一样锐意进取、辛勤工作和具有创新精神

（Men or Women，2008）。但某些人仍认为合理权力似乎“不适合女

性”，如果女性谋求从政，其揽权的事实会损害她对选民的感召力

——而男性谋求权力则没有这类惩罚（Okimoto & Brescoll，

2010）。如果女性处在领导岗位，直截了当地命令别人行事，人们对

她们的评价常常比对男性更苛刻（Carli，2001）。文化规范仍然束缚

着女性，因此美国人往往希望他们的外科医生、律师和飞行驾驶员为

男性，而非女性（Morin & Cohn，2008）。小学老师也往往被人视为

女性。

因此，文化传统认为多数情况下男性赚钱养家并主导家庭是再平

常和自然不过了。这自然就出现平等难以实现的第三个原因：我们不

确定男女平等应该是什么样子。在决定家务事和孩子问题时女性通常

有发言权，她们比男性更经常地收拾周末出行的物件（Morin &

Cohn，2008）。所以，女性理直气壮地觉得她们在家里有影响力。但

到底有多大？美国已婚人士仍然报告大部分日用品的购买、饮食的准

备工作、洗涮和清洁工作都是妻子来完成的（Newport，2008）。丈夫

做一些庭院工作和养护轿车，但（我的观点是）这种劳动分工对夫妻

时间的占有上并不公平：妻子的工作没完没了，而丈夫的工作只是断

断续续的（Lachance-Grzela & Bouchard，2010）。每天都得吃饭，

但汽车的保养则不用每天都进行。然而涉及亲密关系的根本和重大的



决策时，诸如“我们结婚还是继续同居？”男性通常具有主导权

（Sassler & Miller，2011）。妻子们的确负责大部分家务，但只要

家务变得重要，丈夫就更可能发号施令，就更有权力。即使女性不存

在相对资源的劣势——也就是说，她们比丈夫赚得更多，男性仍然占

据主导，虽然程度上减弱。比如，高收入的妻子做家务的比例较小，

但她们仍要完成大部分家务（Lachance-Grzela & Bouchard，

2010）。

所以，尽管夫妻们表示关注伴侣关系平等，但大部分异性恋夫妻

仍能容忍大量的不平等（Askari et al.，2010）——而且他们完全认

识不到他们伴侣关系不平等的程度。在视男性主导为理所当然的文化

中，一视同仁地尊重伴侣双方利益的真正平等毫无疑问还不多见，有

时甚至显得有点怪异或过分。但如果你对此关注，表12.2或许可以帮

助你更公平地评判你自己的伴侣关系；它能让你打开思路，恍然大

悟。

最后，我们还应注意男性由于体型更大、力量更强通常还有许多

强迫权力。但强迫是个体得到自己想要的事物的一种笨拙、有害的方

法。恐惧和惩罚令人嫌恶，并且会滋生不满。它们还会引起伴侣的反

抗，所以被强迫的伴侣实际上不如在更柔和的权力作用下那般妥协让

步（Orina et al.，2002）。在后面考察亲密关系中的暴力时，我们

将详细探讨，但现在我只是指出，强迫通常是影响亲密关系愚蠢而适

得其反的手段。

表12.2　平等亲密关系的要素



权力的过程

权力让人感觉良好。权重之人常常能得偿所愿，所以他们会体验

到很多正面的情绪（Langner & Keltner，2008）和高度的自尊

（Wojciszke & StruzynskaKujalowicz，2007）。他们感觉能控制事

物。事实上权重之人往往认为他们能掌控某些无法控制的事物，比如

掷骰子的点数（Fast et al.，2009）。当他们渴望的事物出现时，往

往会主动采取行动。他们首先发起谈判而不会坐等其他人先发制人

（Magee et al.，2007），如果盘子里只剩下一块甜点，他们不会询

问是否有人需要而据为己有（Keltner et al.，2010）。的确，他们

较不可能认识到其他人也盼着分些甜点，因为他们不擅长理解他人的



想法。如果你要求权重之人在他们的额头上迅速地写一个“E”，他们

比权轻之人更加可能按他们看到的样子写，反向地写，让任何人都看

不明白——结果就是：E （Galinsky et al.，2006）。

权重之人的自负还表现在他们对自己适配价值[1]的自我觉知上。

人们感觉有权时比无权时会追求更有吸引力的对象（Brady et al.，

2011）。而且，在实验室研究中随机分配参与者领导工作小组，与权

力更少的人相比，这些“领导者”会期望他们的“下属”认为自己性

感、有魅力，如果他们赞同随意性行为就都会认为在性上更能接近

“下属”，与“下属”的互动也更为轻浮（Kunstman & Maner，

2011）。这种知觉显然在职场也存在：与中层管理者相比，更有权力

的企业高管出轨更多，他们不忠于伴侣的可能性高出25%（Lammers et

al.，2011）。他们不会认为自己品行不端；权重之人对他人悖德之举

的评判比自己更苛刻，因此与权轻之人相比，他们会更严厉地谴责他

人的不忠行为，但自己却更多地不忠于伴侣（Lammers et al.，

2010）

没有权力则感觉不怎么美妙。与权重之人相比，那些人微言轻的

人会遭受到更多的抑郁，行动更为谨慎，非常害怕受到别人的惩罚

（Keltner et al.，2010）。与这些现象相一致的是，权力差别也会

影响到亲密伴侣之间的行为。接下来我要考察权力表达的方式。

谈话

两人之间的谈话可能会受到双方权力平衡的影响。不管交往的结

果怎样，女性在与男性谈话时都会显得轻声细语，一般不会表现得与

其他女性谈话时那般轻松自如，不会表现出含蓄内隐的气势和权力。

详而言之，她们能容许自己更多地被男性打断，而不是反过来打断男

性。



有一个研究首先考察了这一现象，研究者秘密地录下了大学生在

公众场合的谈话（谈话结束后得到参与者的许可，可以分析这些录

像），然后比较了同性谈话与异性谈话的语言及副语言（Zimmerman &

West，1975）。男女两性在与同性的伙伴谈话时行为表现很类似，但

与异性互动时则出现了明显不同的模式。男性打断女性伙伴谈话的次

数远多于女性伙伴打断他们的次数（而且男性还谈得更多）。这一点

很重要，因为人们判断打断谈话的人比被打断的人地位更高、权力更

大（Farley，2008）。

图12.1　打断和觉知到的权力

在讨论个人最优选项的过程中，一方成功打断伴侣的次数越多，伴侣就会认为他/她

越有权力。

资料来源：Dunbar & Burgoon，2005.

现在设想你和爱人必须决定怎样花掉一份1000美元的馈赠。你们

双方都列出了前五个最优选项，然后一起协商你们的选项。如果一方

经常能成功打断另一方，双方都可能认为打断对方的伴侣更有权力



（见图12.1）。男性完成这些打断的次数比女性更多（Dunbar &

Burgoon，2005）。

非言语行为

权力还能通过非言语方式向他人表达，权重之人较权轻之人的人

际距离更大，表现更丰富的面部表情，姿势更不对称，占据更大的空

间（Hall et al.，2005）。看看图12.2中的两种姿势。图形表明了我

对姿势的看法：右边的人代表社会地位较高的人（这一点很明显，不

是吗？）的确，当研究者让参与者摆出这些姿势时，占据更多空间的

人感觉更有权力，而且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他们的睾丸激素水平都

上升，在赌博游戏中更为冒险（Carney et al.，2010）。右边的姿势

显然更有权力——有趣的是，也更有男子气。男性的姿势占据的空间

一般比女性的更多（如果有人穿着连衣裙肯定不会摆出右边的姿

势），男性比女性更多地摆出社会地位更高的人的姿势，还保持更远

的距离（Kalbfleisch & Herold，2006）。

非言语的敏感性



图12.2　权力与姿势

社会地位高、掌握权力的人展现的姿势往往不对称，占据许多空间。可以稳妥地

说，摆出右边姿势的人比左边的人会觉得（或不久之后觉得）更有权力。顺便说一

下，如果告诉你一个轮廓是男性，另一个是女性，你会认为哪个轮廓是哪种性别

呢？

资料来源： Frieze et al.，1978.

还请记住（详见第5章），女性在判断他人情绪和意图方面一般比

男性更精确。女性对非言语沟通的解码要比男性更准确（Hall &

Mast，2008），她们通常善于识别到他人的情感（Ciarrochi et

al.，2005）。这一技能是女性的巨大的财富，因为夫妻之间非言语沟

通的敏感性和准确度能预测他们彼此的满意度（Noller，2006）。

当地位存在差别时，通常要靠下属来理解老板的情感，而不是相反。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United Medin.

另一方面，个体非言语的敏感性还与他/她权力的大小有关

（Keltner et al.，2010）。当两个人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时，掌握

老板情感变化的线索一般是下属的分内之事，而不是相反。有权力的

老板无需关注下属的情感；喽啰们理应满足老板的要求，无论他们是

否喜欢。相比之下，如果下属能仔细地窥探上级的情绪时，他们能增



加自己（有限的）权力；如果在老板心情很好时提出要求（在老板脾

气暴躁时待在老板的视线之外），他们就更有可能得偿所愿。

因此，女性是非言语沟通的熟练工，她们能获得宝贵的信息，这

使得她们能成为令人愉快的伴侣，增加她们对男性的影响力。另一方

面，她们面对男性的表现就如同下属和上司在交往。讽刺得是，这种

实用而称心的才能或许使得刻板模式持续存在：女性的举止好像使她

成了男性的仆从。

权力的风格

那么，男女两性在努力影响彼此时会采用什么策略呢？一项经典

的研究（Falbo& Peplau，1980）考察了这个问题，研究者要求50名女

同、50名男同、50名异性恋女性、50名异性恋男性来描述“怎么让伴

侣满足我的要求”。参与者的回答有两个特点。首先，研究者发现伴

侣们有时明确地请求他们所要的事物，直截了当地说出他们的愿望或

提出明确无误的要求。此种情形下，他们影响伴侣的努力是公开和直

接的，他们的喜好明白易懂。然而，其他情境下，人们的行动则更间

接；他们暗示自己的愿望或者在愿望没得到满足时撅嘴以示不满，但

他们绝不会直接公开表明，说出他们想要的事物。重要的是，人们对

自己的亲密关系越满意，就越有可能采用直接的策略。这可能有各种

不同的解释，解释之一是当人们拥有具有奖赏价值的伴侣关系时，他

们与伴侣相处感到很安全，足以真诚而直率地相告。另一方面，这还

可能意味着那些间接而模糊表达自己愿望的人不太擅长于得到他们想

要的，因而他们就可能对关系感到不满意。你认为呢？间接行为引起

了不满还是间接行为跟随在不满之后？（记住，两者都有可能。）

第二个能区分不同策略的特点是人们追求目标时与伴侣互动的程

度（相反面是靠自己的力量独自达成愿望）。有时，人们会与伴侣论

理争辩或者讨价还价以劝服他们提供期待的结果；这种情况下，人们



寻求伴侣的互助合作，他们的策略就是双边的，涉及伴侣双方。相

反，其他情境下，人们会采用单边的独立行动，在不牵涉伴侣的情况

下做他们想做的。重要的是，那些报告自己比伴侣更有权力的人都表

示他们更多地使用双边策略，而那些权力较少的人更可能使用单边策

略。因此，能够成功地影响伴侣的人同样会与伴侣论理争辩、谈判协

商以获得他们的服从（使之心服口服）。相反，权力较少的人不太可

能寻求伴侣的合作；他们只会跑到一边做自己的事情。



研究者发现，女同和男同大体上运用相似的策略，但异性恋男女

使用的策略却并不相同（Falbo & Peplau，1980）。平均来看，异性

恋男性更广泛地采用直接的和双边策略，而异性恋女性则更多采用间

接的和单边的策略。因此，当男女两性在应对他们的爱情伴侣时，异

性恋男性一般会使用那些权重和满足之人的影响风格，而异性恋女性

采取的风格一般是那些权轻和不满之人所使用的风格。

天呀！异性恋男性在他们的爱情关系中一般表现出成熟和自信的

风格，要求得到自己想要的并与爱人论理争辩，而他们的伴侣则撅

嘴、忧悒多变，变得冷酷和漠然，任何时候都不直接说出她们的心

愿，真的是这样吗？嗯，是的，某种程度上的确如此。这个论断显然

太过于绝对，但可以公平地说，在异性亲密关系中男性一般比女性更

为坦诚自信，而女性通常显得更为犹豫不决。此外，这一点从亲密关

系开始的那一刻起就是正确的。当人们想要开始亲密关系时，男性使

用更多的直接策略，比如邀请女性约会，而女性则更经常地使用间接

策略，比如试图显得友好，等待被人邀请（Clark et al.，1999）。

然而，重要的是，这一模式并非是真正的性别差异；而是两性相

对资源所重重包裹的性认同（gender）差异。[2]不论是男性还是女

性，具有高工具性的人——毕竟他们是果断、自信的人——往往会采

用直接、双边的权力风格。相比之下，低工具性的人（包括大多数女

性）则一般采用间接、单边的权力风格（Falbo，1982）。

尽管如此，个体选择的策略仍更多地受到他/她在特定交往中的地

位而非性别角色的影响（Sagrestano et al.，2006）。不管人们的身

份和地位怎样，如果在交往情境中处于较低的地位，不能轻易影响别

人，他们的行动就不太可能显得充满权威，果断而自信。有研究者证

明了这一点（Sagrestano，1992），研究者请男性和女性对一段特殊

的情境作反应，情境中他们既可能是比伴侣知识丰富的专家，又可能



是经验不足的新手；当他们是专家时，男性和女性都采用了直接的权

力策略，但当他们是新手时则采用了间接策略，并且在他们选择的风

格中并没有发现性别差异。此外，还请记住男同和女同在设法影响他

们伴侣的权力风格上并不存在差异（Falbo & Peplau，1980）。

归纳一下，异性恋男女在爱情关系中表现出的不同权力风格，看

来是其掌握的典型资源造成的结果。在同性伴侣关系中男女两性的权

力偏好上没有差别，当直接的风格能使女性受益时，她们就会完全和

男性一样直接（Carothers & Allen，1999），但男性传统上在家庭里

外都握有比女性更多的权力。这一现象正在发生变化。如今，每一代

新生的美国女性在工具性上都高于前一代女性（Twenge，2009），并

且一直以来都在政治和经济资源上赢得更多的控制权。男女两性在婚

姻观上也变得更加平等（Bryant，2003）。男性在他们的亲密关系中

可能比过去更少拥有自动得到的权威，这或许是好事：权力的不平等

是与亲密关系中的不满有联系的（Amato et al.，2007）。那些必须

通过暗示和撅嘴来得偿所愿的人，往往不如那些直接公开表明愿望并

要求实现的人满足。

权力的结果

总之，大多数人都会说他们想与自己的爱人保持平等的伴侣关

系，但我们所处的文化却认为男性主导理所应当，我们在日常交往中

经常不自知地延续性别不平等。很多情况下这些因素造成的结果不易

察觉，伴侣彼此之间的影响并不相称，使得伴侣关系看似公平甚或完

全平等，但事实上丈夫的影响比妻子的更大。举例来说，研究者对夫

妻们进行了访谈，询问了他们的政治观点，如果丈夫先回答问题，妻

子更多地同意丈夫的回答。但当妻子先来回答时，丈夫附和的则较

少。甚至当妻子的薪水更高，对这些问题更内行时，仍然会出现这种

模式（Zipp et al.，2004）。男性的自主、坚定和女性的遵守、听从



对于很多人而言似乎如此自然，以致他们很难发现这种类型的权力不

平衡。

图12.3　婚姻结果和权力平衡

当现代夫妻平等地分享他们的决策权时，他们就会感到更加幸福，冲突和问题更

少，更不可能离婚。与之相对，不平等婚姻中的夫妻一方比另一方更有权，他们更

不幸福，冲突和问题更多，更容易离婚。

资料来源：Amato et al.，2007.

然而，最新的婚姻平等研究证据表明我们应该努力营造平等的爱

情关系，伴侣双方的愿望和偏好都应受到同样的重视。在上个世纪后

25年婚姻平等问题已发生了变化。夫妻们比过去更有可能共同决策，

共同决策者比伴侣一方更多地发号施令的人婚姻更幸福、更少争吵、

更不容易离婚（Amato et al.，2007）。请看看图12.3。图中的结果

结合了丈夫和妻子的报告，当男性放弃了他们优越的权力时，两性的

确起了一些不同的变化：女性与男性相比，幸福程度大幅增加，冲突



数量、婚姻问题和离婚倾向极大地减少。然而，明显地，男性的变化

方向也一样；在平等的伴侣关系中男性也更加幸福（一点），不太容

易离婚。权力分享时双方都是赢家，没有人输，可能有一点例外：男

性比过去要做更多的家务，他们不是很喜欢这一点，当然他们的女性

伴侣对这一变化感到欣喜（Amato et al.，2007）。归根结底，当伴

侣双方同样重要时，亲密关系整体看来更为稳定和幸福（Helms et

al.，2010）。

权力的两面性

我们的讨论到目前为止或许给你留下一种印象：权力对亲密关系

有损害作用。如果你真的有这种印象，就需要赶快改变了。权力的不

平衡会引起很多问题，但权力本身一点也没有其内在的讨厌之处。的

确，如果人们在承诺的爱情关系中采用共有取向，[3]他们一般会为了

伴侣及他们之间的关系而使用权力，而不是为了自私的目的（Gardner

& Seeley，2001）。当人们彼此关照，并想维持有奖赏价值的亲密关

系时，他们就会变得仁慈；他们关心伴侣的幸福，并利用他们的影响

来提升伴侣以及自己的幸福（Chen et al.，2001）。此外，具有相互

依赖的自我构念[4]的人强调与他人的相互依赖，当他们与权力较少一

方解决争议时通常显得慷慨大度（Howard et al.，2007）。

人们一般认为“权力导致腐败”，意思是当个体能够左右他人，

使其按自己的想法行为时，就不可避免地会变得贪婪和自私。但是在

相互依赖的亲密伴侣关系中，伴侣双方都期待对方能提供理想的结

果，权力并不必然就具有侵蚀性、对人有害。相反，忠诚、幸福的爱

人常常利用他们的影响力来使他们的伴侣获益，从而提升而非损害他

们相互之间的亲密关系。



然而，权力也存在其阴暗的一面。有些人（大部分是男性）努力

想成为他们亲密关系中的胜利者，他们往往是控制欲强、刚愎自用的

人，其伴侣通常不幸福。权力对于他们很重要，如果他们不能通过更

为合理的影响力来得偿所愿，他们就可能痛苦地但有时却很有效地利

用暴力来施加控制（Vescio et al.，2010）。下面我们就转而探讨亲

密关系最残酷无情的一面：亲密关系中可能发生的暴力。

亲密关系中的暴力

当我们故意伤害他人身体时，我们就在使用暴力（violence）

（Finkel & Eckhardt，2012）。造成的伤害可能十分微小，也可能相

当严重（Regan et al.，2006），这一点正是最主要的暴力研究工具

即《冲突方式量表》（Conflict Tactics Scale，CTS）[5]所要考察

的内容（Straus et al.，1996）。利用CTS，人们来描述自己针对爱

情伴侣所使用的心理和身体攻击，对诸如下列的项目“我侮辱或咒骂

过伴侣”，“我对伴侣使用过刀枪”和“我打过伴侣耳光”做出反

应。暴力行为范围很广，从危害较少的行为如推推搡搡到残暴的伤害

行为如拳打脚踢、纵火泄愤（见图12.4）。悲观的是，各种亲密关系

中的暴力比大多数人想象的更普遍。



图12.4　《冲突方式量表》（CTS）上身体暴力的比较性评定

资料来源：Regan，et al.，2006.

暴力的普遍性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联手美国国家司

法研究所对16 000位男性和女性进行了详细的电话访谈，调查了针对

女性的暴力行为（Tjaden& Thoennes，2000）。该调查发现暴力之于

美国人就像苹果派一样普遍。大多数女性（52%）和甚至更多的男性

（66%）报告在他们的生命中曾受到身体攻击，22%的女性和7%的男性

曾经遭到自己的亲密伴侣暴力攻击。亲密伴侣中男性越多，暴力发生

的可能性越大；同性恋的女性遭受的暴力大约只有异性恋女性遭受的

一半；但同性恋男性经历的暴力要两倍于异性恋的男性。最普遍的暴

力形式是打耳光或者击打身体，但极少的场合下会使用刀枪。



在美国进行的其他大型调查得出了类似的结果，表明每4对伴侣就

有1对会发生某种形式的暴力（Whitaker et al.，2007）。涉及心理

攻击（比如对伴侣的尖叫、讥讽和威胁）的研究发现，这类行为在大

多数亲密关系中都曾经发生过（Fergusson et al.，2005）。不过，

这类攻击行为虽然也可恶，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并不像身体暴力那样

令人忧虑（Capezza & Arriaga，2008），所以，这里我要集中研究暴

力攻击。对亲密伴侣暴力（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IPV）的关

注有充分正当的理由；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2011）估算IPV当年所花费的医疗

保健、心理服务和误工费用高达90亿美元。

伴侣暴力的种类

描述亲密关系中发生的具体暴力行为和解释它发生的原因是截然

不同的两件事。迈克尔·约翰逊（Johnson，2008）认为在爱情伴侣中

存在三种重要而迥异的暴力，它们有着不同的来源。最常见的暴力是

情境性伴侣暴力（situational couple violence，SCV），它一般是

从失去控制的剧烈冲突中突然爆发。当伴侣双方都变得愤怒，都陷于

特定争执时，就会发生SCV，所以它只是偶尔发作，通常比较温和，不

太可能升级为严重威胁生命的身体攻击。通常它还是交互的，伴侣双

方都愤怒地、冲动地突然失去控制。

另一种值得注意的暴力是亲密恐吓（intimate terrorism，

IT），即伴侣一方把暴力作为控制和压迫另一方的工具。发生在亲密

恐吓中的身体强制和胁迫或许仅仅是威胁、孤立和经济依附等一般暴

力模式的手段之一（见图12.5和专栏12.2），一旦在亲密关系之中出

现亲密恐吓，它比情境性伴侣暴力发生得更频繁。的确，与SCV相比，

亲密恐吓更可能是单方的，久而久之容易升级，对伴侣造成更严重的



伤害。这种IPV的受害方也更可能到其他地方寻求庇护（Johnson，

2008）。

图12.5　亲密恐吓的多面性

亲密恐吓者用来影响伴侣的手段多种多样，在图中描绘成车轮中的辐条，而暴力是

把它们结合在一起的轮圈。女性也可能成为亲密恐吓者，但这里的受害者描绘成女

性，因为九分之八的亲密恐吓者都为男性。



资料来源：Pence & Paymar，1983.

第三种伴侣暴力形式是暴力抵抗（violent resistance），指伴

侣有力地对亲密恐吓进行反击。暴力抵抗在一些亲密恐吓的情形下会

发生，但并非所有的亲密恐吓都会产生暴力抵抗，所以它是三种暴力

中最不普遍的。IPV发生时，最常见的是情境性伴侣暴力，偶尔发生亲

密恐吓，只有少数才是暴力抵抗（Johnson，2008）。

这三种暴力的区别很重要（Langhinrichsen-Rohling，2010）。

举例来说，男女两性都同样有可能发生冲动的情境性伴侣暴力，但亲



密恐吓则几乎全部都是由男性发起的。女性也会进行亲密恐吓，但比

男性少得多（Johnson，2008）。（正因为这种不对称，暴力抵抗更多

见于女性而非男性。）这是否意味着男性比女性对他们的亲密伴侣更

加暴力？这实际上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亲密关系暴力中的性别差异

刻板印象提示我们，女性的亲密暴力要少于男性，但事实却是反

方向的；女性对她们的伴侣实施身体暴力的可能性实际上要稍多于男

性（Archer，2000）。这看起来像明确的结论（如果令人感到奇

怪 ） ， 但 却 引 起 了 人 际 关 系 学 家 大 量 的 争 议 和 质 疑 （ 如

Langhinrichsen-Rohling，2010）。举例来说，大多数伴侣暴力的研

究并没有确定个体的行为在本质上属于冒犯性的还是防卫性的；如果

某位男性发起了身体攻击，而其女性伴侣反击，则双方都可能在实施

某些暴力，但暴力发生的情境不同（Allen et al.，2009）。

两性暴力行为的严重程度一般也存在差异。女性更可能丢东西、

脚踢、嘴咬或拳打她们的伴侣，而男性则更可能掐脖子和毒打他们的

伴侣（Tanha et al.，2010）。所以，毫无疑问男性更可能造成某些

伤害；发生伴侣暴力时，大部分伤害（62%）的受害者是女性

（Archer，2000）。男性也比女性更加可能强暴或谋杀他们的伴侣

（Tjaden & Thoennes，2000）。在伴侣暴力的研究中常常不会评价这

些残暴的行为，但如果把它们计算在内，男性显然比女性更加具有攻

击性（Buss & Duntley，2006）。

取样也是个问题。对年轻人的研究一般发现女性比男性有着更多

的暴力——因为年轻人的暴力行为毕竟更多（Straus，2008）——但

关注苦恼夫妻（比如那些处在婚姻治疗中或者对簿公堂的人）的研

究，通常发现丈夫比妻子更加暴力（Johnson，2008）。女性更可能进



行间接的攻击——比如通过散布谣言和小道消息试图破坏对方的声誉

（Hess & Hagen，2006）——但这并不是暴力。归纳一下，女性看来

和男性一样具有暴力倾向，但她们不太可能造成身体受伤，也不太可

能利用暴力作为持续影响和支配他人的工具。两性在SCV情境下的行为

表现很类似，但绝大部分的亲密恐吓者（89%）是男性（Johnson，

2008）。而当女性成为亲密恐吓的受害者，她们一般会面对持续的暴

力，这通常给她们造成伤害。为什么男性有时会诉诸暴力以控制他们

的女性伴侣？

暴力的相关因素

仔细思考亲密伴侣暴力就会发现情境性伴侣暴力和亲密恐吓的区

别（Johnson，2008）。亲密关系中大部分暴力行为来自于自我控制的

冲动失控（即SCV），但有些暴力则是无情地征服自己伴侣计划的一部

分（即IT）。更重要的是，SCV和IT的起源貌似并不同。

情境性伴侣暴力

亲密伴侣暴力的两种类型都很复杂，来源于各种交叉重叠的影响

因素。伊莱·芬克尔（Eli Finkel）和克里斯托弗·埃克哈特

（Christopher Eckhardt）构建了情境性伴侣暴力的实用模型

（Finkel & Eckhardt，2012）即I立方模型（I3 model），把SCV的影

响因素分为三类：引起伴侣一方或双方挫败或紧张不安的激发因素

（instigating triggers）、使伴侣更有可能体验到暴力冲动的促动

因素（impelling influences）和鼓励伴侣戒除冲动行为的抑制因素

（inhibiting influences）。当我们感到愤怒时，大多数人都体验到

暴力冲动，却不会根据冲动来行动（Finkel et al.，2009），I立方

模型认为我们之所以能戒除暴力，要么是刺激我们发狂的促动因素太

微弱，要么是因为劝阻我们采取暴力行为的抑制因素太强大。



这些影响因素具体有哪些种类？芬克尔认为，促动因素和抑制因

素都是具有背景性、倾向性、关系性或情境性的特点（Finkel，

2008）。背景性因素包括关系所处的环境因素比如文化规范、经济状

况和家庭经验。倾向性因素包括倾向特质、持久的信念。关系性因素

指伴侣关系当前的状态。情境性因素包括当前即时的环境。这些因素

及其示例均列举在图12.6之中。图形乍看之下显得令人生畏，但不要

担心，我们且来探究一番。

激发因素。情境性伴侣暴力的路径始于引起伴侣一方或双方争吵

或愤怒的激发因素。伴侣交往中任何引起沮丧或恼怒的因素都会启动

这一模型：令人嫉妒的事件、过去或刚发现的背叛、真实或臆想的拒

绝（Giordano et al.，2010），或者任何加剧冲突的恼人事件[6]都

够了。但特别强烈的激发源是伴侣的言语或身体虐待：如果伴侣先诅

咒或打人，我们尤其可能变得敌对（Stith et al.，2004）。



图12.6　SCV发生的I立方模型

如果对模型中提出的3个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话，情境性伴侣暴力就可能发

生。如果任何一个回答是“否定”的话，暴力就不可能发生。每个问题上的因素示

例并非全部列举。暴力的根源很多，选择模型中的例子只是因为它们跟关系科学更

有关联、更加典型。

资料来源：Finkel，2008.

促动因素。有人火冒三丈时，促动因素就变得非常重要。某些使

人倾向暴力的因素源于个体生命早期的事件。比如，幼时目睹父母之

间的暴力（Milletich et al.，2010），长期接触太多攻击性的媒介

（如暴力电影和视频游戏）（Coyne et al.，2010），这样的人更可

能实施IPV。另一些促动因素是持久的个人特征。脾气暴躁、容易发怒

（Dutton，2010）或者神经质得分高的人（Hellmuth & McNulty，



2008）也都容易发生亲密暴力。具有性别刻板印象的传统男性（Stith

et al.，2004）和不时默认暴力为正常做事方式的人（Robertson &

Murachver，2009）一样容易发生亲密暴力。（故而在这种严酷的形势

下也看到一丝光明：某些预先决定人们暴力倾向的个人特征都是相对

容易改变的态度[Neighbors et al.，2010]。）然而，促动因素亦可

来源于伴侣之间的互动模式；比如，沟通技能低下的伴侣（Simpson,

Doss et al.，2007）或依恋类型不匹配的伴侣（Doumas et al.，

2008）也更可能发生IPV。[7]（最麻烦的错误匹配是回避亲密高的男

性和忧虑被弃的女性；他们可能彼此要折腾到筋疲力尽为止，因为这

样配对的伴侣更具暴力倾向。）最后环境也重要：工作或学习上的压

力（Gormley & Lopez，2010）或者闷热、嘈杂、不舒服的环境

（Larrick et al.，2011）也会让人变得易怒。

抑制因素。可以推测，上述所有因素都会激起个体的暴力冲动，

但抑制因素可以抵消攻击的强烈欲望。再次看到，这些因素种类繁

多。在倡导男女平等的文化里暴力不太可能发生（Archer，2006），

尽责的人在愤怒时与其他人相比不太可能发动攻击（Jensen-Campbell

et al.，2007），所以文化和个体差异都牵涉其中。特别重要的个人

特征是性格层面的自控能力。大体能控制自己冲动的人在受到挑衅时

较少有暴力表现；在一项研究中，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自控能力低的少

年对恋爱对象暴力行为是自控能力高的少年的7.5倍（Finkel et

al.，2009）。[8]此外，具有高超问题解决技能的伴侣（Hellmuth &

McNulty，2008）和对自己的亲密关系满意的伴侣（Fournier et

al.，2011）不太可能进行暴力侵犯，清醒的人也更容易安静下来；不

要怀疑，饮酒会助长IPV（Graham et al.，2011）。我们还要注意亲

密关系的承诺在SCV中的作用：对伴侣的承诺使得暴力更不可能发生

（Slotter et al.，2011），所以配偶比同居的伴侣更少发生暴力



（Brownridge，2010）。另外，这里提到的各种因素在婚姻和恋爱中

似乎应该起着类似的作用（如Gover et al.，2008）。

因此，I立方模型主张，激发因素与促动因素一起引起攻击的强烈

欲望，但如果抑制因素强大，人们并不会表现出暴力行为。然而，如

果抑制因素微弱，就会发生暴力，如果抑制因素非常微弱，相对较小

的刺激就足以引发亲密暴力。更重要的是，情境性伴侣暴力发生的环

境既受到短暂而多变因素的影响，又受到稳定而持久的倾向性和背景

性因素的影响。即使伴侣双方都不特别有暴力倾向，如果非常生气也

可能爆发SCV。

但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如果IPV发生一次，会再次发生吗？遗憾的

是，这个问题最聪明的回答是“会”。在全美进行的一项大型调查发

现，曾在一段爱情关系中发生暴力行为的人，只有30%的人在5年后的

第二段不同的爱情关系中再次发生暴力行为；大部分发生SCV的人（有

时因为伴侣先攻击才还击），一旦更换伴侣就不会再持续发生暴力行

为（Whitaker et al.，2010）。另一方面，亲密关系一旦爆发暴力，

就往往会再次发生。一项对新婚夫妻的研究发现，男子如果在订婚时

进行过身体攻击，在婚后30个月里有76%的人会再施加暴力，而且暴力

行为还很严重（Lorber & O'Leary，2004）。亲密暴力偶尔是孤立的

事件——但一旦发生，更多情况下会持续，至少会零星地再发。这就

是更长期、甚至更危险的IPV——亲密恐吓尤其真实的一面。

亲密恐吓

I立方模型也有助于解释亲密恐吓（Finkel & Eckhardt，

2012），但各种影响因素并不相同。亲密恐吓根源上的影响因素好像

比激发SCV的因素更持久，恐吓自己伴侣的人大体分为两类

（Holtsworth-Munroe & Meehan，2005）。有些人相当笨拙而可怜，

因而他们采取暴力和伤害威胁只是防止伴侣离开自己的拙劣手段。另



一些人则更加恶毒；他们反社会或相当自恋，暴力只是他们用来达成

心愿的另一个工具而已（Fowler & Westen，2011）。

进行亲密恐吓的男性并非在一夜之间就变得残暴。他们往往目睹

了父母之间的暴力冲突，或者自己遭到过性虐待（Afifi et al.，

2009），成长于教导传统性别角色的家庭，对女性相当敌视和仇恨

（Liebold & McConnell，2004）；他们比其他男性更可能视女性为对

手，把女性当作满足和娱乐自己的工具。因此，甚至在亲密关系刚开

始时，他们就比大多数男性更多地采取监视和暴力行为（Williams &

Frieze，2005），他们一般具有攻击性，会虐待他们的伴侣和宠物

（Simmons & Lehmann，2007）。男性是否可能成为施虐者通常在一开

始就有很明显的信号。

这些乖戾的态度常常和无能感结合在一起，使得暴力似乎成为恐

吓者为数不多的一个权力来源（Bosson et al.，2009）。他们常常感

到智力上不如伴侣（Moore et al.，2008），具有低自尊（Cowan &

Mills，2004），这通常是因为他们贫困所致；低收入家庭暴力的发生

比富裕家庭更加普遍（Cunradi et al.，2002）。当然，有些施虐的

伴侣是有钱人，有着很强的自尊，他们只是太过卑劣；不过，平均而

言，亲密恐吓者并不富有，他们控制的其他资源很少，所以转而求助

于强迫权力。

亲密恐吓最可怕的一面是这种攻击性能传给后代，在暴力家庭长

大的孩子更可能有暴力倾向（Gover et al.，2008）。然而这种循环

并非不可避免。的确，我这里描述了引起暴力的危险因素，但并不是

说这些因素一出现暴力就必然发生。最暴力的美国父母的儿子比没有

暴力倾向的父母的儿子多10倍的可能性殴打自己的妻子。然而即使在

这一极端群体中，在过去的12个月里只有20%的人发生了严重的暴力行

为；其他80%的人在亲密关系中并没有表现出任何严重的暴力行为



（Johnson，2008）。因此，来自暴力家庭的儿童更可能表现出不端行

为，但也有许多这样的儿童从来不会出现暴力问题。不过，他们爆发

暴力的风险在增加，这令人担忧；在家庭暴力的循环中，施虐者的遗

毒实际上在他们死后还在延续。

暴力的基本原理

总的来说，进行亲密恐吓的男性似乎赞成男性规则，凭此提升他

对女性的权威，但许多男性对此却又感到能力不足；他们“常常感到

自己不符合这些规则的要求，甚至为此感到恐惧。为了支撑起他们男

性的自我概念，他们可能试图控制别人，尤其是那些身体上比他们弱

小的人”（Wood，2004，p.558）。这类男性是否实际上认识到他们在

虐待别人，或者他们是否认为使用暴力是男性对待女性的惯常手段？

茱莉亚·沃德（Julia Wood）访谈了22位因虐待女伴而被监禁的

男性，从而洞察了他们的想法（Wood，2004）。所有男性都认为他们

的行为是对伴侣不敬的合乎情理的反应，都提到他们伴侣的挑衅才是

他们虐待的起因。他们还感到男性理应比女性强势、优秀，所以他们

有权利使用暴力来控制和处罚女性。另一方面，大多数人认为他们并

非“真正”地虐待妻子，因为他们伤害妻子时并未感到快乐，也控制

了自己虐待的程度，并未全力施虐。一个家伙只有一次刺伤了他的妻

子，另一位则残暴地毒打了他的妻子却声称未尽其全力。可能正是由

于这些诡辩的理由，只有约一半的男性对他们的行为表示了遗憾和后

悔。他们都明白自己的行为违法，但却未必相信自己的行为是错误

的。



面对如此待遇女性又是怎样想的呢？研究者（Lloyd & Emery，

2000）回顾了大量亲密暴力的文献，发现女性在遭遇这些亲密攻击时

通常会感到吃惊，往往会努力去理解它。她们受到爱情规范的影响，

鼓励她们“原谅并忘掉”，她们还在文化规范下挣扎，认为她们的困

境完全是咎由自取。所以她们“一直问自己为什么要和错误的男人出

去约会，在知道他的火爆脾气后为什么要惹他生气，或者为什么她们

总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Lloyd & Emery，2000，



p.508）。由于这些原因，女性感到被人背叛，但她们有时还会因伴侣

的攻击而责备自己，并且由于羞耻、幼稚或者无知，她们常常对自己

的苦难保持沉默。

总而言之，亲密恐吓对受害一方造成了恐惧和伤害。身体受伤已

够糟糕的了，但受害者还会受到负面心理后果的伤害：自尊程度降

低，对男性失去信任，甚至会患上抑郁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

（Mechanic et al.，2008）。亲密暴力还导致严重的社会代价；饱受

打击的女性常常被迫离开工作岗位，当暴力迫使她们离家出走时有些

人还会变得无家可归。从最基本的层面来看，亲密暴力使得伴侣关系

更加恶化，一点也不称心如意。亲密关系的结束迟早会发生

（Lawrence & Bradbury，2007）。

受害者不离开的原因

的确，亲密暴力使得许多人离开了他们的伴侣。一项研究

（Campbell et al.，1994）跟踪了被虐待的妇女两年半，发现在研究

结束的时候：

43%的人离开了原来的伴侣，要么一个人过（20%），要么建立新

的没有虐待的亲密关系（23%）；

23%的人继续与她们的伴侣一起生活，但成功地结束了暴力至少已

有1年以上；

33%的人仍然处在虐待的亲密关系之中，要么成为受害者

（25%），要么既是受害者又是施虐者（8%）

于是，在这个研究样本中，只有三分之一的女性仍然停留在虐待

的伴侣关系之中。要摆脱虐待的亲密关系常常需要毅力和决心，但无



论如何，大多数人都会这样做。但是为什么并非所有的受害者都会离

开迫害她们的人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她们不离开是因为尽管存在虐待，她们

并不认为离开对她们更有好处（Edwards et al.，2011）。[9]离开的

决定很复杂。有些暴力伴侣也在部分时间里显得甜蜜而又可爱，间歇

的暴力可能只是个体对亲密关系抱怨的偶尔宣泄而已（Marshall et

al.，2000）。离开的代价看来也很高；个体在亲密关系的任何投入都

将化为乌有，替代伴侣貌似也很黯淡（Rusbult & Martz，1995）。个

体的经济状况在这方面显得尤为重要；如果失业，则离开家庭的经济

支出可能太过庞大而无法承担。

如果她们对亲密关系的经济依赖和心理忠诚并不太高，但害怕发

生更为严重的暴力，这也可能使亲密恐吓的受害者不敢离去。如果她

们试图离开丈夫，一些具有攻击性和控制欲强的丈夫可能对他们的妻

子报以极端的愤怒反应（Tanha et al.，2010）。这类报复和威胁提

示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援助和保护那些试图逃离施虐伴侣强迫权力

的人们。

最后，我们仍需承认很不幸的事实，有些人不离开暴力伴侣是因

为她们不想离开。忧虑被弃高的女性容易被占有欲和控制欲强的男性

所吸引。男性的侵犯式的嫉妒和监视使焦虑的伴侣感到安心，他仍然

关心自己。荒谬的是，这种依恋类型的女性在过去遭遇的心理虐待越

多，就越偏爱施虐的男性（Zayas & Shoda，2007）。并且，这样的男

性也反过来也偏爱焦虑的女性，可能是因为她们能容忍他们的虐待。

于是，在亲密关系中男性控制并支配着恭顺的伴侣，这适合于某些特

殊的伴侣，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却无法容忍。然而，如果这类关系中

的女性开始珍重自己，她们也可能认识到伴侣对待她们残酷、不公的



行为无法接受（Chang-Schneider & Swann，2006）。权力是得偿所愿

的重要手段，但暴力不应该牵涉其中。

请你思考

在鲍勃和凯丽结婚的头一年，就由鲍勃管理家庭账目，支付每个

月的各种账单。凯丽还是大四学生，没有上班。但鲍勃在上班，赚的

钱刚好够他们每月的支出，当然需要精打细算。他很为自己精明的财

务管理而自豪。当凯丽毕业并得到一份丰厚的工作时，夫妻俩都很高

兴，实际上凯丽赚的还要更多点。

然而，当凯丽宣布她要拥有自己的储蓄账户时，鲍勃很吃惊。她

提议他们都把自己收入的一半存入一个共同账户，以支付家庭生活的

各种账单，而把剩下的钱留下来归各自使用。凯丽不把各自的收入放

到一起并由夫妻双方共同管理财政，这使鲍勃受到伤害。当他认识到

如果各自保留一半的钱，若干年后妻子会拥有比自己多得多的金钱，

这更让鲍勃恼火。但凯丽声称她希望用多余的钱做自己想做的事，看

到适合的就消费或者投资，并认为分开账户实际上能避免分歧和冲

突。

你认为鲍勃和凯丽的未来怎样？为什么？

[1]　在第3章90页我们第一次见到适配价值。

[2] 这里我们又有机会来思考男女两性的差异，希望你能对照第1章的内容来理解性别差异的复杂性。

在23~24页提到性生理差异不同于性认同差异。

[3]　需要提醒你共有取向和交换取向的区别吗？请翻到第6章202页。

[4]　见第7章237页。

[5] tactics有“策略、手法、手段、方式、战术行动”等含义，“Conflict Tactics Scale”港台

有人译为《冲突对应行为量表》，大陆有人译为《冲突策略量表》。根据该量表的具体内容，此

处"tactics"译为方式或手段更适合。——译者注



[6]　参见第11章351~352页。

[7] I立方模型对背景性、倾向性、关系性和情境性因素的区分便于我们整理影响IPV的各种因素，但

不要过于绝对化。这些类别会重叠，一定程度上把某个因素归入某一类别是主观的。比如，在暴力家庭成

长的孩子更可能具有不安全的依恋类型，婚姻中不安全依恋的某种组合（比如忧虑的妻子配上回避的丈

夫）也很棘手（Godbout et al.，2009）。因此，暴力家庭的背景性因素造成了倾向性特征（即依恋不安

全），而这种依恋如果与伴侣的依恋类型结合在一起，使得伴侣关系充满烦恼，令人难以忍受，这就尤其

成问题。所有4种因素都会涉及这一系列的事件，你完全没必要纠结于IPV的什么因素属于哪一类。相反，

只要注意与亲密关系暴力有关的诸多不同经验和特质。IPV的源起很复杂，起因于多重因素。

[8] 请记住自控的价值，能记住吗？在第14章我还要说说自控。

[9] 这是在我们当前的亲密关系之外，其他因素影响我们对关系结果评价的极好示例，在第6章我们称

之为替代的比较水平。建议你翻到180~183页仔细看看对这一观点的详尽论述。



第13章 亲密关系的解体与消亡

有时伴侣双方体验到的压力和紧张产生了不幸的后果。这或许是

因为冲突持续的时间太长、太激烈。或许是因为伴侣关系的不平等，

一方利用和剥削另一方。或许是因为他们的激情消退，被其他更有吸

引力的人所扰乱。或者只是因为感到厌倦而不再有两情相悦的感觉，

因而爱情的“魔力”消失，伴侣们感到失望。

关系失败的理由成千上万，任何伴侣关系的恶化都可能牵涉到独

特的事件和过程。另一方面，个人和文化的因素对许多亲密关系的稳

定有着一般和广泛的影响，人际关系学家若干年来都在研究和识别它

们。本章我要考察婚姻满意度和亲密感减少及失败的相关因素和不利

结果。我要详细介绍离婚，因为结束婚姻的决定通常要比恋人分手更

谨慎和重要，造成的影响也更复杂。所以对离婚的研究也比非婚分手

要多得多。尽管如此，任何亲密关系的解体——如同居伴侣、恋爱关

系或者友谊——都很重大，所以我也将考察人们怎样适应这些伴侣关

系的结束。先要提醒你，我们今天面对的文化背景与祖辈所熟识的已

经非常不同了。

离婚率的变化

离婚的普遍性

你可能还记得，当前的离婚率比起你祖辈结婚时要高得多。当今

美国，每年离婚的数量是结婚的一半（Tejada-Vera & Sutton，

2010），所以新婚最终以分居或离婚告终的可能性仍在50%左右。这一



点值得注意，因为它意味着人们结婚时尽管带着各种善良的意图和温

暖的感情，但他们白头偕老的机会就如同投掷硬币得到“正面”的概

率。

的确，美国典型的婚姻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般长久。只有约三分

之二（64%）的已婚夫妻婚龄达到10年，婚龄达到25周年的还不到一

半，所以美国婚姻的平均时长仅仅超过18年（Goodwin et al.，

2010）。这一数字包括了所有的婚姻，如配偶一方死亡的婚姻，但婚

姻在头20年结束的主要原因当然还是离婚。许多人离婚时还不到30

岁；男性（首次）离婚的年龄中位数是31.8岁，而女性为29.4岁

（Cohn，2010）。

值得注意的是，高离婚率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两个结果。第一，只

有约一半（52%）的美国成人当前处在婚姻状态（Mather & Lavery，

2010）。这是前所未有的低谷。第二，25%的美国儿童（18岁以下）现

在生活在单亲家庭，大部分由妈妈抚养（Wilcox & Marquardt，

2010），这一比率比1960年高出3倍。

不管怎样看，现在美国离婚的现象非常普遍。近50年来，离婚率

在其他国家也在增加，但美国在这方面可能独占鳌头。美国的离婚率

比所有欧洲国家、加拿大和日本都要高（U.S. Census Bureau，

2011）。与其他伴侣关系相比，婚姻更不太可能结束（见专栏

13.1），但也不太可能如过去那般长久。

离婚率增加的原因

美国20世纪下半叶离婚率的剧增并没有明确的原因。但存在多种

可能性，它们都可能是（或不是）起作用的因素。



可能性之一是与过去相比我们对婚姻持有不同、更高要求的期

望。我们的曾祖辈一般认为，如果你想和爱侣一起生活，生养小孩，

付得起日常账单，活得更好，你就必须结婚。然而，如今同居非常普

遍，有着更多的单身父母，大多数女性进入职场。因此，婚姻不再像

过去一样是实际生活的必需品了（Coleman et al.，2007）。相反，

在某些观察家看来，人们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可能把婚姻看成是追求

个人自我实现的途径。婚姻理应是玩乐，而不是任务；理应让人兴

奋，而不是常规；理应充满激情，而不是温情（Amato，2009）。因

而，我们对婚姻的期望可能太高了。如果用不现实的期望来衡量婚

姻，幸福、温暖、有价值的伴侣关系看起来也不会令人满意。



比如，还在40多年前，斯莱特（Slater，1968，p.99）就提出警

告：

社会文化强求婚姻成为个体生命中最亲密、最深厚、最重要和最长久的关系，自然就

要求夫妻们做情人、朋友和相互之间的心理治疗师。然而矛盾的是，婚姻却可能日益缺乏必

需的情感需求，以致解体。



我们因为爱恋和激情而结婚，并认为它们不会改变，我们还期望

自己的配偶能成为精神伴侣，永远不会让我们失望。但这些要求太

高，可能是无法达到的高标准，的确，最近的文化和历史表明“只要

爱情匹配和一生亲密的理想占据人们的头脑，人们就会开始要求离婚

的权利”（Coontz，2005，p.8）。

人们只是期望从婚姻中得到更多。现在美国夫妻认为他们的婚姻

“非常幸福”的人数比例要低于25年前（Wilcox & Marquardt，

2010），他们报告的冲突和问题的数量也更多（Amato et al.，

2007）。整体来看，人们普遍认为美国人婚姻的平均质量自1970年以

来都在下降。

但文化的变化也很广泛，各种社会因素可能不仅影响我们婚姻开

始时的期望，而且还会影响到我们结婚后面对的情境。比如，现在美

国大部分女性在家庭之外都有固定的工作，她们进入劳动力的行列对

婚姻有很多影响。首先，配偶们都报告工作和家庭的冲突比过去更

多，妻子每周工作的时间越长，她的婚姻质量就往往越低（Amato et

al.，2007）。当配偶双方都有工作时，修车、照看小孩、计划和烹制

膳食（只是举一些例子）都显得困难重重，配偶在一起相处的时间往

往也减少。配偶双方无疑也会受职场问题的影响，所以工作满意度的

降低与婚姻不和的增加有关（Amato et al.，2007）。加入劳动力大

军也使配偶有更多机会接触有兴趣的、合意的替代伴侣，当女性的职

业环境有许多男性时，离婚也更多（McKinnish，2007）。

而且，女性比过去赚取的金钱更多。在全世界，当女性能在经济

上独立于男性时，离婚率就更高（Barber，2003）。能自立的人在婚

姻恶化时能更自由地选择离婚，美国女性的收入和她离婚的可能性有

着直接的正相关：女性赚的金钱越多，在将来就越有可能离婚

（Rogers，2004）。但不要认为没有钱，婚姻就会更稳定；贫穷甚至



对婚姻质量有更坏的影响。一般而言，拮据的夫妻有经济压力，不如

宽裕的夫妻对婚姻满意；具体而言，收入非常低的夫妻（每年25 000

美元以下）与较高收入（每年超过50 000美元）的夫妻相比，前者离

婚的可能性是后者的两倍（Wilcox & Marquardt，2010）。拥有金钱

容易使人离婚，但贫穷也会引起紧张，损害婚姻。

总的来说，女性越来越多地加入劳动力大军，貌似增加了家庭冲

突，使女性更可能得到吸引人的新爱侣，并且减少了妻子对丈夫的经

济依赖。可能因为所有这些原因，婚姻发展的趋势很明显：随着20世

纪美国女性在家庭之外受雇佣比例的增加，离婚率也上升了（Fitch &

Ruggles，2000）。[1]

性别角色（人们所期望的男性和女性该有的行为）也在发生变

化。女性逐渐地变得更加具有工具性，更加果断和自立（Twenge，

2009），许多夫妻正在更公平地分担家庭责任（Amato et al.，

2007）。在过去25年里，不太传统的性别角色和家庭决策公平性的增

加都与夫妻双方更高的婚姻质量有关。然而，家务劳动的重新分配对

男女双方有不同的影响；丈夫不太快乐，因为他们要做更多的家庭杂

务，但他们的妻子却更为满足（见图13.1）。



图13.1　婚姻幸福感和家务

图形显示的是随着丈夫做更多的家庭杂务，妻子和丈夫平均体验到的婚姻幸福水

平。随着丈夫做更多的家务，丈夫变得更不满意但他们的妻子却变得更满足。还有

两个有趣的事实：当丈夫做了大部分家务或者根本就不做，总有人真的不幸福。伴

侣双方唯一一次都有高于平均水平的幸福感是在家务平均分配的时候。这对你有什

么启发？

资料来源：Amato et al.，2007.

由于某些原因，西方文化变得越来越具有个人主义色彩，人们与

身边之人的联系较过去更少（Amato，2009）。的确，大多数人与社区

的联系和祖辈相比更少了（Putnam，2000）。我们不太可能继续住在

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不太可能认识我们的邻居；我们参加的俱乐部和

社会组织也更少，在家里也不经常宴请聚会，但搬迁却更加频繁。因

此，与祖辈相比，我们从朋友和熟人那里得到的社会支持和友谊可能

更少（Oishi，2010），却更加依赖我们的配偶（Magdol & Bessel，



2003），这对离婚率可能有两种不同的影响。首先，我已经注意到，

人们对配偶的索求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多。我们期望伴侣能满足我们

更加广泛多样的人际需要，这样配偶就更加容易让我们失望。此外，

与社区联系较少的人更少受到社区规范的影响，而社区规范是阻遏离

婚的重要因素。事实已经证明，经常移居的人比那些待在一个地方并

扎根的人更容易离婚（Magdol & Bessel，2003）。

我们对离婚的知觉也不如过去那样带有负面色彩。在许多社会圈

子里，离婚过去常常被视为可耻的失败，离婚本身就往往意味着麻

烦、可怕和尴尬，必须找出有罪的一方。而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出现

的无过错离婚法使得离婚更容易实现：这在司法实践上尚属首次，一

旦夫妻在财产分配和子女监护权上达成一致意见，只需书面证明他们

面临着“不能相容的分歧（irreconcilable differences）”，他们

的婚姻就可解除。无过错离婚法使得离婚程序更为社会接受（Rodgers

et al.，1999）。平均而言，比起父辈来，我们认为离婚是应对糟糕

婚姻更合理、更理想的办法，久而久之，对离婚更为支持的态度似乎

会降低我们婚姻的质量（Amato & Rogers，1999）。当离婚好像是消

灭婚姻危机更方便的选择，我们就不太可能努力抢救举步维艰的亲密

关系。

如今大多数伴侣在他们结婚前还同居，我们在第1章已经看到，同

居的人后来离婚的风险增加了。尽管流行的观念认为同居是有价值的

尝试，可以让人们避免今后可能出现的问题，但同居是与离婚率正相

关的（Rhoades et al.，2009b）。令人欣慰的是，如果恋人在订婚之

后才开始住在一起，并且同居的时间较短暂，他们并不比那些婚前没

有同居的夫妻更多地离婚（Jose et al.，2010）。已订婚的未婚夫妻

短暂同居，看来并不会给之后的婚姻带来很大的危害。另一方面，在

订婚前同居的人（或者曾与多个伴侣同居过的人）结婚后更可能离婚

（Jose et al.，2010），这可能是因为同居改变了他们对婚姻的信念



和期望。随意的同居看来会导致：（1）对婚姻制度的不尊重；（2）

对婚姻结果的不利期望；（3）更强烈的离婚意愿（Rhoades et al.，

2009b），所有这些都使人们更可能离婚。

最后，因为更多的父母离婚，也就有更多的儿童见证了家庭冲

突，成长于破碎的家庭。大众的观点可能认为遭受家庭破裂的年轻人

或许特别有决心去避免犯同样的错误，但现实却是，离婚在一代代相

传：经历父母离婚的儿童在他们长大后更可能离婚（Bartell，

2006）。很多原因可以解释这一现象。举例来说，离异家庭的儿童对

婚姻持有不太积极的看法，当他们开始恋爱时，对伴侣更缺乏信任；

因此，与家庭完好的同龄人相比，他们不太确信婚姻的长久性（Cui &

Fincham，2010）。进一步来说，在某种程度上，儿童从父母的教训中



学会了处理亲密关系的方法，那些童年记忆中家庭充满矛盾和冲突的

人，其婚姻一般也困难重重，痛苦不堪（Riggio & Weiser，2008）。

因此，随着离婚变得更为普遍，今后可能会有更多的儿童受到离婚的

伤害。

那么，为什么离婚率会上升？与我们祖辈的年代相比，可能的原

因有：

● 我们渴望从婚姻中得到更多，对婚姻持有更高的期望标准；

● 上班的女性在经济上更为自由，有更多的机会接近有吸引力的

替代伴侣，在工作和家庭之间面临的冲突日益严峻；

● 兴起的个人主义和社会流动性使我们与阻遏离婚的社区规范联

系更少，也更少受到它的影响；

● 新制定的法律使得离婚更为大众接受，离婚的程序也更简单；

● 随意的同居削弱了婚姻的承诺；

● 离婚家庭的孩子在他们长大后更可能离婚。

所有这些可能的影响因素只是与美国日益增长的离婚率相关，所

以它们全部都可能是症状，而非造成离婚的社会动因。不过，可能的

影响因素如此之多，这也很好地从另一方面说明了文化因素对亲密关

系的重大影响。可以认为，文化氛围对持久婚姻的支持不如40或50年

前有效。但即使发生如此巨变，当今结婚的美国夫妻至少有一半不会

以离婚告终。（并非所有的未离婚的夫妻就幸福，但至少他们没有以

离婚结束。）哪些个人和关系特征能预测个体最终的分手呢？我们接

下来探讨。



离婚的征兆

不论文化背景如何，总有些婚姻很成功，有些婚姻则以失败告

终。正如你所预期的，这些婚姻成功者和失败者之间的差别长久以来

都是人际关系科学研究的兴趣所在。有人提出各种模型来详细解释离

婚的某些根源，而值得注意的纵向研究现在跟踪某些婚姻已经超过25

年了。在本节我们就来考察能识别某些离婚征兆的理论和研究结果。

障碍模型

乔治·莱文杰（George Levinger）是相互依赖理论的倡导者，他

在其离婚的障碍模型中利用我在第6章描述过的一些概念来识别影响关

系破裂的三种因素（Levinger，1976）。第一种因素是吸引力。莱文

杰认为，亲密关系提供的奖赏（比如令人愉快的相伴、性满足、安全

感和社会地位）能提升吸引力，而亲密关系付出的代价（如惹人生气

的矛盾与投入亲密关系的时间和精力）则会减弱吸引力。第二种影响

关系破裂的重要因素是个体拥有的替代选择。最明显的就是可获得的

其他伴侣，但任何能替代现有关系的事物，比如独处或事业上的成

功，都可能吸引个体离开现有的伴侣关系。最后，在亲密关系的周围

存在着许多障碍，使得个体很难逃脱亲密关系；包括维持婚姻的法律

和社会压力、宗教和道德约束、打赢离婚案子和抚养两家子女的经济

负担。

莱文杰模型的重大贡献在于强调了这一事实：本想分手的不幸伴

侣却因为离开的代价太大而往往仍然在一起。他还雄辩地提出离婚的

许多障碍都是心理上的而非物质上的；苦恼的夫妻因为没有足够的金

钱离婚，或许肯定还得维持婚姻，但他们还会因为离婚使他们（或者



使其他人，尤其是子女）感到内疚和尴尬，所以可能仍旧在一起，即

使他们有充分的经济资源离婚（Poortman & Seltzer，2007）。

的确，根据夫妻们的报告，存在很多阻遏他们离婚的重大代价

（Previti & Amato，2003）。一项对结婚12年的夫妻调查表明，担心

孩子受苦、失去孩子的威胁、宗教规范、对配偶的依赖、对经济困境

的恐惧都是认知到的离婚重要障碍（Knoester & Booth，2000）。然

而，在整个12年研究期间，一旦考虑其他危险因素诸如教育程度低和

父母亲离异等，那些认知到的障碍只有两种（即对伴侣的依赖和宗教

信念）实际上能区分夫妻是否会离婚。并且如果人们对婚姻真的不满

足，甚至这两种障碍看起来也无关紧要：一旦他们想要走出婚姻，没

有什么障碍能阻止他们（Knoester & Booth，2000）。

因此，人们通常能意识到想要离婚就必须克服的各种障碍，但一

旦婚姻处在危机之中，这些障碍看来并不重要。莱文杰的模型有助于

提醒我们离婚的障碍物会萦绕在我们的心头，但该模型可能没有完全

认识到，一旦婚姻变得痛苦，这些障碍物是多么无效。

脆弱—应激—适应模型

本杰明·卡尼（Benjamin Karney）和托马斯·布拉德伯里

（Thomas Bradbury）提出了不稳定婚姻的一般模型，强调了另三个导

致离婚的因素（Karney & Bradbury，1995）。他们认为，某些人步入

婚姻时就带有持续的脆弱（enduring vulnerability），这种脆弱增

加了离婚的风险。这类脆弱（易受伤害性）可能包括个体成长家庭里

的不幸经历、受教育程度低、适应不良的人格特质、拙劣的社交技能

或者对婚姻起反作用的态度。这些特征并不会使离婚必然发生，但它

们会严重影响伴侣所遭遇的环境，还会影响到人们应对紧张的适应过



程。如果伴侣足够幸运，遭逢的困难较少且较轻，即使那些应对和沟

通技能拙劣的人也可能幸福地白头偕老。

然而，几乎每一桩婚姻都必然会面临偶尔的压力事件，这需要伴

侣彼此提供支持并适应新的环境。有些应激源（比如一段时期的失业

或重病在身）只会发生在某些特定的婚姻上，但另一些应激源（比如

怀孕、分娩和养育）则普遍存在。不断重复出现的小打击结合起来也

会出人意料地令人紧张（Randall & Bodenmann，2009）。当出现压力

事件时，伴侣必须应对和适应，但根据伴侣们的脆弱性，有些人比另

一些人处理得更好。不能成功地应对压力事件会使得压力更严重，如

果应对不力引起婚姻质量的下降，伴侣的应对能力或许会进一步受损

（Neff & Karney, 2004）。最终，长年累月的不满就可能会引起婚姻

不稳定和离婚。

请看图13.2，从顶端开始跟踪箭头路径。我们过去的经验和先天

的特质使我们具备了亲密伴侣的优点和缺点，某些缺点也就是能破坏

我们有效应对压力和变化的“脆弱性”（Stroud et al.，2010）。某

些脆弱还使得我们的生活更加紧张——但不管我们是谁，压力总会发

生。除了家里发生的间歇性冲突外，我们单独在职场和学校遭遇的任

何挫折与困难都会导致压力溢出（stress spillover），把郁闷的情

绪带回家，怒气冲冲地与无辜的伴侣互动（Repetti et al.，

2009）。我们的应对技能和其他“适应过程”决定了压力增加还是被

控减少。最终，每位伴侣成功适应的能力影响了他们婚姻的质量，同

时婚姻质量反过来又影响伴侣的适应能力。

在脆弱—应激—适应模型中存在着反馈回路和交叉因素，而压力

只要没有打垮我们，就会让我们变得更坚强。女性如果具有良好的沟

通技能，在生命中遇到过适当的压力，就会更有韧性，成为妈妈（这

种变化总是充满压力）也能更好地调适，而具有同样技能的女性如果



没有应对过压力则可能适应不良（Broady & Neff，2010）。成功地应

对困难能提高我们适应新挑战的能力。但归根结底，我们婚姻的质量

取决于我们是谁（脆弱）、我们遭逢的环境（应激）和我们应对环境

的方式（适应）三者的相互作用，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这三个重要的因

素还会彼此影响。离婚的根源可能要追溯到始于童年的不安全型依恋

或者在充满冲突的家庭中习得的经验教训，但如果上天让我们的婚姻

一帆风顺，或者我们与伴侣一起努力克服婚姻中的危机（或者可能只

是选修了大学亲密关系的精品课程），离婚未必会发生。

图13.2　婚姻的脆弱—应激—适应模型

该模型假设伴侣步入婚姻时就带着自身的脆弱，这些脆弱与他们遭遇的压力和应对

技能相互作用，从而决定了他们婚姻的幸福。

资料来源： Karney & Bradbury，1995.

亲密关系适应过程（PAIR）项目结果



数十年来，泰德·胡斯顿（Ted Huston）和他的同事追踪了168对

在1981年结婚的夫妻（Caughlin & Huston，2006；Huston，2009）。

该研究项目集中关注配偶们一起适应婚姻生活（或者适应不良）的方

式，因此被称为亲密关系适应过程（Processes of Adaptation in

Intimate Relationships，PAIR）的研究项目。这类纵向研究有着巨

大的价值，但他们的结果有点沉重。的确，在PAIR项目中，仅仅13年

之后，35%的夫妻就离了婚，另外20%的夫妻不幸福；只有45%的夫妻的

婚姻可以说是幸福的，但即便是他们也并不如刚结婚时那般满足和恩

爱。我应该提醒你，这些都是典型的研究结果。请翻到第6章198页图

6.7：婚姻满意度通常随着时间推移而下降。

为什么会这样？胡斯顿及其同事考察了婚姻失败的三种不同解

释。其中一种解释——使人想起卡尼和布拉德伯里（Karney &

Bradbury，1995）提到的持续的脆弱——认为那些注定不满足的夫妻

比起那些婚姻最终成功的夫妻，在婚姻一开始就爱意不足，彼此矛盾

重重。这一解释即持续的动力（enduring dynamics）模型，认为伴侣

把求爱期间就浮现出的问题、矛盾及持续的脆弱带入了他们的婚姻之

中；的确，伴侣一般在结婚之前甚至就意识到这些挫折和缺点

（Jayson，2009）。根据这个模型，走向离婚的婚姻在一开始就比其

他婚姻更脆弱。

相形之下，第二种解释被称为突现的危难（emergent distress）

模型，它提出最终毁灭伴侣的问题行为始于结婚之后。随着时间推

移，有些夫妻陷入婚后日益增加的冲突和否定的覆辙之中，而这些在

婚姻开始时并不存在。因此，与持续的动力模型不同，突现的危难模

型提出，在婚姻开始时，在成功和失败的婚姻之间并不存在可辨别的

差异；摧毁某些婚姻的危机一般都是在婚后才出现的。



最后，第三种解释是幻灭（disillusionment）模型。这种观点认

为伴侣们在婚姻开始时，常常对他们的亲密关系有着美好、浪漫的看

法，这是不切实际的乐观。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伴侣们不再彼

此努力维持可爱、迷人的形象时，现实就逐渐侵蚀了这些怡人的幻

想。当人们认识到他们的伴侣关系并不像起初看来的那般美好，任何

婚姻中存在的浪漫都会消退，从而会感到失落，但对于某些夫妻而

言，“婚姻证书上的戳印几乎还没干，对婚姻和伴侣的怀疑和幻灭就

开始出现了”（ Kayser & Rao，2006，p.206）。

这三个模型的观点都很有意义，因为它们都说明了改善婚姻、减

少离婚风险的不同方法。根据持续的动力模型，困难重重的求爱引起

了糟糕的婚姻，婚前干预能防止彼此有着矛盾情感的夫妻结婚，从而

能避免随后出现的离婚事件。相比之下，突现的危难模型主张夫妻应

当防范婚姻缓慢滑坡，出现痛苦不悦和消极否定，鼓励夫妻保持愉

快、大度、关注和友善的干预措施能把离婚拒之门外。最后，幻灭模

型提出对自己的爱人和关系的冷静而精确的知觉，能预防随后的失

望，不抱幻想一样能防止离婚。

所有这些都是合理的解释，但胡斯顿及其同事发现三种解释中只

有两种很好地符合了他们跟踪研究的婚姻结果。（我们且稍停片刻，

你认为哪两种模型是胜出者？）首先，与持续的动力模型相一致，研

究者断定与那些几年之后仍幸福的夫妻相比，不幸的夫妻在他们的婚

姻一开始时就缺少爱意和温情，彼此对对方有着更多的矛盾情感和负

面态度。那些注定苦恼的夫妻在一开始就缺乏慷慨和温柔，更加不确

定和多变。因此，人们在订婚时就有的任何怀疑或困难，即使在他们

结婚之后仍不会消失。相反，任何犹豫或矛盾都会完全带入他们的婚

姻关系之中，因此他们在婚后的岁月仍会感到不太满意。



所以，持续的动力模型能预测婚姻将来的幸福程度。然而，对夫

妻实际上是否会离婚最好的预测因素是幻灭模型。某些夫妻在婚姻的

头一年，婚姻满意度的下降要比其他夫妻更急剧和显著，他们是最容

易离婚的夫妻。这些夫妻并不像突现的危难模型所预期的那样必定变

得暴躁或仇恨；相反，他们只是经历了彼此浪漫情感最强烈的变化。

他们的爱意比其他夫妻的浪漫情感消退得更快。

此外，胡斯顿及其同事发现幻灭的突出特征是，那些注定要离婚

的夫妻在婚姻刚开始时比大多数人更加充满深情。那些婚姻短暂的夫

妻——在6年（或更短时间）里离婚的人——与婚姻成功的夫妻相比，

在婚姻开始时通常具有较少的爱意和更多的矛盾情感。（于是，你能

明白当幻灭降临时他们为什么相当快地离婚。）然而，那些经历较长

时期——在7年或更多年的婚姻之后——却最终离婚的夫妻在他们的婚

姻刚开始时显得特别深情款款和浪漫温馨。平均来看，他们比其他夫

妻更加恩爱，因此当蜜月期开始之后关爱行为通常下降，将来还会进

一步减少（这可能让他们比大部分夫妻更吃惊）。他们结束婚姻时彼

此的感情并不比其他夫妻少，但他们体验了浪漫行为最大的变化（也

就是说最急剧的下降），这些变化能预测较长时期之后的离婚。

总的来说，就当前阶段的PAIR项目看来，有两个结论看来是正确

的。首先，浪漫爱情变化的大小和速度能最好地预测夫妻是否会离

婚，其次，夫妻们带入婚姻的问题决定了离婚的快慢。其他研究也得

出了类似的结果（如Arriaga, 2001；Kurdek，2002），所以我们有把

握断言夫妻体验到的满意水平和满意的时间变化是影响关系结果的重

要因素。更重要的是，注定要离婚的夫妻并不总是变得暴躁和仇恨，

但他们通常的确会失去他们曾经体验到的快乐（ Gottman &

Levenson，2000）。[2]

婚姻早期岁月（EYM）项目结果



另一项著名的纵向研究是由泰瑞·奥布琪（Terri Orbuch）和约

瑟夫·威若夫（Joseph Veroff）主持的婚姻早期岁月（Early Years

of Marriage，EYM）项目，该项目从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市附近抽取

了自1986年结婚的174对白人夫妻和199对黑人夫妻（Birditt et

al.，2006）。EYM的研究者特别关注夫妻面临的社会条件对婚姻结果

的影响。某些社会学上的变量非常重要。在2002年，该项目进行16年

之后，46%的夫妻已经离异，但夫妻们的种族因素也造成巨大的差异：

只有三分之一略多（36%）的白人夫妻离异，但超过一半（55%）的黑

人夫妻解除了他们的婚姻关系。

为什么黑人夫妻更容易离异？原因很多。平均来看，黑人夫妻在

婚前就已同居了很长的时间，更可能已经生育了小孩。他们的收入也

更低，更可能来自破碎的家庭，所有这些因素都与个体离婚的风险有

正相关（Wilcox & Marquardt，2010）。总的看来，EYM项目表明，正

如其他研究一样（Wickrama et al.，2010），夫妻们确立亲密关系的

社会背景对他们的婚姻结果有重大的影响。不管伴侣们是多么尊重和

珍视婚姻，贫穷可能把任何夫妻都置于离婚的风险之中（Bryant et

al.，2010）。

婚姻问题的个体知觉

目前为止我们考察的各种模型和研究证据都表明，有三大类因素

影响婚姻的结果（Levinger & Levinger，2003）。文化规范和其他变

量确定了婚姻发生的基础，是最广泛的影响因素。无过错离婚法和影

响经济机会的歧视都是文化背景支持或损害婚姻的示例。

更特异化的因素是我们的个人背景，即家人和朋友的社交圈以及

我们居住的邻里环境。比如，我前面提到过，与许多有趣的男同事一

起工作的女性比那些居家不上班的女性更容易离婚（McKinnish，



2007）。最后，关系背景是第三个影响因素，指伴侣们通过对彼此的

知觉和互动缔造的亲密环境。这些个别特征使得我们总是以好心情或

者悲观的戒备心理对伴侣做出反应，它们是弥漫于伴侣关系的特定气

氛的基础。

表13.1　“你离婚的原因是什么？”

资料来源：Amato & Previti，2003.

我之所以要介绍这三种不同层面的分析，是因为当人们对他们的

婚姻问题进行解释时，往往只关注其中一种。另一项由艾伦·布思

（Alan Booth）等人进行的著名纵向研究，即生命进程中的婚姻不稳

定（Marital Instability Over the Life Course）项目，自1980年

至2000年，每隔几年就对1 087名美国人组成的随机样本进行电话访

谈。当问及离婚者离异的原因时，提及次数最多的原因全都涉及婚姻

关系的某些特征，如表13.1所示。女性比男性更多抱怨不贞、物质滥

用[3]或者虐待行为，而男性比女性则更可能抱怨沟通不良或者宣称他

们根本不知道哪里出错了。平均而言，前妻的怨言要多于前夫，但男



女两性的解释都极少认可他们亲密关系发生的文化或个人背景可能带

来的影响。

尽管如此，那些更广泛的背景可能也很重要。配偶的收入越高，

就越少认为虐待是他们离异的原因，而更多地提及个性的冲突。受访

者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经常抱怨与前配偶感情不和。因而，伴侣的

社会经济地位（包括教育和收入）有助于预测他们遭遇的婚姻问题。

伴侣结婚的年龄也有影响：结婚时越年轻的人越有可能报告心生隔

阂，存在酗酒和吸毒的问题。

伴侣们对婚姻不满时，常常会抱怨伴侣关系中的个别特点

（Randall & Bodenmann，2009）。但更广泛的影响因素也很重要，我

们下节会谈到。影响伴侣离异的各种因素不仅包括使他们或喜或忧的

日常交往；而且周围的环境和文化也会损害或改善他们的婚姻

（Bryant et al.，2010）。

特定的离婚信号

我已提及很多变量会使人们面临离婚的风险，稍后我会用一张大

表格总结。然而在此之前，我要提醒读者诸君：一般趋势的结论有时

会掩盖某些重要的限制性条件。没有一个概况性的结论适用于任何婚

姻，某些预测信号可能适用于某些团体或婚姻的某些阶段，但却不适

合其他情况。具体研究中的某个特定变量的突出影响，可能反映了与

之形成对比的其他因素的作用。比如，离婚的某些典型相关因素（如

低收入）可能在年轻人的婚龄较短的婚姻中很有影响力，但在已经经

历了岁月考验的婚龄较长的婚姻中却未必有太大的影响（Booth et

al.，1986）。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在最初经历了某些应激源的考验还

能维持下去的婚姻，今后就不太容易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当几种危

险信号一起出现时，可能比各自单独出现有更强的作用；比如，贫穷



而且缺乏教育就比单独面对其一糟糕得多（Rauer et al.，2008）。

在检视表13.2的时候请牢记这些细微差别，表中总结了现代研究发现

的影响婚姻稳定性的重要预测信号。令人欣慰的是，大部分因素的影

响效应数十年来并未有太大的改变（Amato，2010）。大部分因素对男

同和女同在亲密关系中体验到的满意度和稳定性也有类似的影响

（Gottman et al.，2003）。

表13.2　预测离婚的信号：有关文献的综合





分手

我用了不少篇幅来描述哪些人可能离婚，现在是该考察分手是如

何发生的了。当伴侣们想要解散他们的亲密关系，又会怎样进行呢？

首先要注意的就是，人们不会轻率地结束他们曾经承诺的亲密关系。

比如，大多数离婚都有长期不满导致的诸多积怨，但伴侣也有彼此喜

欢对方的地方；所以通常会发生矛盾的情感。还请回忆我在第6章讨论

过的相互依赖理论，人们一般不会仅仅因为不满意就放弃他们的伴侣

关系。虽然大多数人在离婚之前，都会有很漫长的痛苦和烦恼阶段，

但人们只有到了最后，认为没有伴侣他们会过得更好时才会提起离婚

（也就是说，只有当他们的CLalt预示着离婚比他们现在经历的婚姻有

着更好的结果时）。离婚的决定源于对得失的复杂计算，涉及（有时

不确定的）替代选择的考虑。

那么，分手的决定做出之时，有多种选择。我们来考察当人们想

要结束失败的伴侣关系时会做些什么。

与婚前伴侣的分手

如果你要结束和伴侣的恋爱关系，你将如何行动呢？你会直截了

当地向伴侣透露这一消息，或者只是无视伴侣的即时信息，改变你在

脸谱网上的关系状态，并开始避开他/她？当莱斯利·巴克斯特

（Leslie Baxter）分析大学生对自己分手的解释时，她发现关系解体

的不同轨迹之间有一个重大区别，都涉及这样一个问题，即想要分手

的人是否曾经把分手的意图向被甩的伴侣言明（Baxter，1984）！有

些情况下，分手的努力是直接的，或者明确地说出来；然而，大多数

情况下，人们使用间接的策略，企图不说出分手就结束关系。



巴克斯特（Baxter，1984）认为第二个重要区别是个体分手的努

力是指向他人（设法保护伴侣的情感）还是指向自己（更自私地损害

伴侣的情感）。比如，有时人们在宣布结束关系的意图时，会给予伴

侣反应的机会以保存颜面；指向他人的直接分手策略虽会宣泄个体的

不满，但彼此之间会进行详尽的讨论和协商，而不是强求结束关系。

相反，伴侣直接但更自私时，他们有时只是宣布关系已结束，躲避与

前伴侣的任何进一步的接触。



更间接但却非常自私的策略是故意做出不端行为，严重增加伴侣

的负担，致使伴侣决定结束亲密关系。当人们宣称他们只是想“做朋

友”时，他们还是很为对方着想的，但如果他们真的想彻底结束亲密

关系时，这样做也是一种间接方法，只不过歪曲了他们分手的愿望。

显然，人们想结束亲密关系时会采取各种行动，直接和间接、指

向他人和指向自己策略的差别也仅仅是巴克斯特观察到的两种区别

（Baxter，1984）。其他区别包括：

● 个体的不满逐渐或突然发作。只有约四分之一的时候某些关键

事件突然改变了个体对自己关系的感受；而人们对亲密关系的不满更

多是逐渐积累起来的。

● 结束亲密关系的个人或共同愿望。三分之二的时候只有伴侣一

方想要结束关系。

● 个体退出亲密关系时的迅速或拖延特征。多数情况下，人们在

成功退出关系前都要伪装好几次。

● 是否有修复关系的企图。大多数时间，不会有正式的努力来修

复关系。

所有这些加在一起，结束婚前关系仅有一种最普遍的方式，它涉

及逐渐积累的不满，使得伴侣一方一而再地努力解散关系，并且根本

不会言明分手的意图，也不会进行任何改善或修复伴侣关系的尝试。

但即使是这一最常见的模式，巴克斯特（Baxter，1984）称之为不懈

的间接性（persevering indirectness），其出现的次数也只有三分

之一，所以很多其他特殊发展的轨迹也很普遍。

尽管如此，人们一般还是同意伴侣结束亲密关系过程的典型方

式，而不是那些特殊的策略（Battaglia et al.，1998）。对年轻人



的调查发现，亲密关系的结束通常包括表13.3所列的几个常见步骤。

当伴侣一方对亲密关系感到厌倦并开始注意其他人时，结束关系的过

程通常就已经开始了。该伴侣变得冷漠，感情投入更少，这往往在最

初会引起修复关系并恢复关系原貌的努力。然而，当伴侣双方共处的

时间更少，并且缺乏兴趣时，分手的念头又开始蠢蠢欲动了。接着又

继续讨论关系，双方同意再次努力解决问题，但他们又注意到其他替

代选择，伴侣变得更加退避。他们开始注意其他人，但是接着产生了

重归旧好的短暂愿望，随后被内心呼唤放弃的深思熟虑所取代。他们

在心理上已做好准备，然后分手。

离婚的步骤

离婚一般比与婚前伴侣分手更加复杂，但表13.3所列的典型事件

序列中所表现出的矛盾情感和关系波动，同样也是离婚的特征。婚姻

不可能一夜之间就结束。尽管个体结束婚前亲密关系的努力会持续数

周，而结束婚姻的过程却可能耗上数年。一项研究发现在持续时间长

达12年婚姻之中，不满意的夫妻通常要消耗婚姻的最后5年来考虑分手

（Stewart et al.，1997）！

表13.3　亲密关系结束的典型脚本



资料来源：Battaglia et al.，1998.

在这样一段时间里，可能会发生许多特殊事件，但史蒂夫·达克

（Steve Duck）认为在大部分的关系解体期间会出现五个基本阶段

（Rollie & Duck，2006）。在最初的个人阶段里，伴侣一方变得不满

意，经常感到沮丧和不悦。然后，接着是双人阶段，不幸福的伴侣表

露出他/她的不满。接着或许会出现旷日弥久的协商、对峙或者尝试适

应，这阶段常见的情感包括震惊、愤怒、伤害，有时还会出现解脱

感。但是在亲密关系接近结束之际，社交阶段开始了。伴侣们公开宣

扬他们的苦恼，向家人和朋友解释他们自己的遭遇，并寻求支持和理



解。随着关系结束，善后阶段开始。哀痛减少，伴侣开始通过认知加

工克服他们的失败，并丢弃过去的伴侣关系。重新修正、整理记忆，

创造出可接受的关系历程故事（即“叙述”）。此阶段有可能发生合

理化和对关系的重新评价。最后，在复兴阶段里，已离婚的“伴侣”

作为单身重新进入社交生活，常常告诉别人他们的经验已经改变了他

们，现在自己变得更加聪明睿智。

分手其实并不容易。

在这个基本框架内，人们解除他们伴侣关系的方式有可能影响他

们今后对待彼此的感情。一般而言，伴侣如果没有机会识别和讨论不

满的原因，则会对彼此持有不太积极的情感，在分手后也不太可能保

持联系，而讨论了这些困难的伴侣则要好得多。此外，对于某些伴侣



分手只是持续关系的另一种过渡（Dailey et al.，2009）。亲密关系

结束时可能发生多种多样的结果。下面我们接着考察这些结果。

分手的后果

当人们回答在他们的生命中不同事件所带来的压力和变化时，配

偶的死亡和离婚始终高居榜首（Miller & Rahe，1997）。浪漫伴侣关

系的结束通常都是重大的事件——虽然离婚往往更为复杂，但非婚姻

的浪漫爱情的结束也有深远的影响（Simon& Barrett，2010）。但是

当伴侣分手时，是否真的意味着他们关系的结束？未必。

解体后的关系



大多数情况下，未婚的伴侣在决定分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彼此

联系会越来越少。尽管他们坚信彼此曾经拥有的感情不可能一下子消

失殆尽，认为他们将继续成为朋友，但他们彼此的忠诚最终会逐渐全

部消退。爱情关系结束之后这种情形出现的几率是60%（Kellas et

al.，2008）。然而，约有五分之一的伴侣（21%）在分手后的数月发

现他们彼此变得更加忠诚了（与他们决定放弃爱情时相比）。只有极

少数的伴侣在放弃亲密关系之后，重新点燃了他们的爱情，但有些伴



侣的确调和了他们的某些差异，重新获得了信任，最终变成朋友

（Dailey et al.，2009）。

另外，曾经的恋人在分手数月后，要么体验不到彼此关系的变化

（通常是因为他们分得很彻底并且不再联系），要么他们会经历激烈

的起伏变化，因为他们要努力弄明白伴侣在哪些方面适合自己的生

活。后面这种混乱的模式发生的几率为12%（Kellas et al.，

2008）。

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这些不同的轨迹表明曾经的爱人一

般会继续成为我们生命中的重要部分，至少一段时间里是如此。当爱

情终成泡影，伴侣在数月后通常会发现彼此在某种程度上仍然保持着

关系，不论他们是否有意为之。然而，不管伴侣们的希望是什么，他

们分手后遭遇的重要事件大多数都会阻碍他们之间的关系，损害他们

对分手之后朋友关系的投入（Kellas et al.，2008）。他们结束亲密

关系之后的交往或许会显得笨拙、不安，因为一方会嫉妒另一方新的

爱情或者他们的性要求被断然拒绝。或者他们最后可能发现很容易避

开彼此，屏蔽掉对方的电话或者搬走。当然，曾经的爱人有时的确能

相处融洽，彼此提供必要的支持，在分手发生后寻求对方宽恕等，正

如我注意到的，有些人分手后还维持着宝贵的友谊。在爱情关系结束

后，男同和女同比异性恋者尤其有可能保持与前爱人的联系

（Harkless & Fowers，2005）。但大多数情况下，分手发生时我们面

临的任务就是在没有前伴侣的情况下，最终继续我们的生活。这种适

应过程又是怎样的呢？

克服消极情绪

当然，有些亲密关系非常有价值，具有很高的相互一致性和自我

延伸的特征。[4]如果失去这样的伴侣关系就会格外令人痛苦。当我们



失去了有奖赏价值、居于自我定义（self-definition）核心部分的亲

密关系时，我们的自我概念（self-concept）也就不得不发生改变

（Slotter et al.，2010），这是一种痛苦煎熬的过程。常常会发生

强烈的消极情绪，但通常并不如我们想象得那般强烈，也不会永远持

续。人们能痊愈。

通过一项有趣的体验式取样研究（Sbarra & Emery，2005），研

究者能获得弗吉尼亚大学年轻人在结束有意义的爱情关系后（至少有4

个月以上的感情），一个月内的日常情感体验报告。参与者随身携有

蜂鸣器，每天提醒他们做情感记录。结果监测到四种情绪反应（见图

13.3），它们表明，如你所预期的，分手是痛苦的。与另一组恋爱关

系持续的学生相比，这些曾经的情人显得愤怒、痛苦，他们的勇气和

力量（也就是“解脱”）正在削弱。两周后，随着他们对以前伴侣的

浪漫爱情继续逐渐减弱，他们的愤怒减少、痛苦衰退，但他们的宽慰

还较低。然而他们的适应在继续，再过两周之后，他们就并不比身边

的同学更痛苦，他们的宽慰也在上升。这个过程持续一个月之后，他

们显著地表现出更少的爱意，他们的勇气和力量正在恢复。



图13.3　对分手的适应

年轻人与恋人分手时，他们会感到痛苦和愤怒，但这些负面情绪随着时间的推移变

得越来越不强烈。分手一个月之后，他们更加疏离了过去的亲密关系并且重新振

作。

资料来源：Sbarra & Emery，2005.



重要的是，所有这些并不如分手的恋人想象得那般可怕。另一项

研究每两周就询问年轻人，如果他们当前的恋爱关系结束他们预期的

感觉会怎样——并随后开始跟踪那些亲密关系的确结束了的年轻人的

实际反应（Eastwick et al.，2008）。在分手前，参与者正确地预测

到失恋的苦恼随着时间消退的速度——他们知道时间会治愈他们的创

伤——但他们却高估了分手起初的痛苦。这种错误很普遍。我们对自

己情绪反应的预测常常是错误的（Wilson & Gilbert，2005）。不

过，此例中的错误预测也给人带来了一些希望：虽然分手常常看来很

可怕，但分手对我们的伤害通常没有我们想象得那般严重。

当然，有些分手相对而言更为糟糕。被人拒绝一般比拒绝别人更

难忍受（Perilloux & Buss，2008），在当事人具有低自尊时尤其如

此（Waller & MacDonald，2010）。此外，在分手的过程中对自己丢

失的东西闷闷不乐、念念不忘，并且感觉非常糟糕的人都可能要经历

艰难的时光；沉溺只会延续苦恼，而反省（找寻经历中的意义并得到

学习）是与正面适应和恢复联系在一起的（Saffrey & Ehrenberg，

2007）。但具有不安全依恋类型的人（担心被伴侣抛弃）尤其可能难

以释怀。他们仍对以前的伴侣痴迷（在想到他/她与别人相恋时特别紧

张不安），所以比其他人更悲伤，持续的时间也更长（Sbarra，

2006）。（要忘掉前伴侣，他们应该开始浏览各种婚恋网站，看看那

里都有什么人；如果焦虑的人着眼于新的婚恋对象，就能更容易地摆

脱失败的亲密关系[Spielmann et al.，2009]。）具有安全依恋类型

的人则能更好地应对分手。他们更少忧虑，所以不太可能保持愤怒的

心境。他们也更可能接受关系结束的定局，所以他们的感情创伤开始

愈合，能更快地从悲痛中恢复过来（Sbarra，2006）。

离婚不同于恋人分手



婚姻的结束一般更为复杂。要分割财产、抚养小孩、遵从法律程

序，离婚会改变人的生活，有时变好但更多的情况是变差。

适应

我们从好的一面开始。当人们离开一段悲惨的婚姻，尤其是离开

敌对、虐待的伴侣时，境况会变得更好（Amato & Hohmann-

Marriott，2007）。婚姻忧悒并跌到谷底的配偶离婚后，对婚姻结束

的感觉一般会更好，而不是更糟（Cohen et al.，2007）。如果婚姻

孤独凄凉、无可救药，做出改变还是有好处的。

然而，整体来看，离婚是困难的跋涉过程，人们在离婚后的岁月

里并不太顺利。图13.4描绘了一项著名研究的结果，即德国社会经济

定组研究（German SocioEconomic Panel Study）。该研究对超过30

000名参与者经历的亲密关系结果进行了逾18年的监测（Lucas，

2005）。在该项研究中，数百名参与者曾离婚或寡居，这两个事件都

很可怕，使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大幅下降。这一点在图像中一目了

然，但还有三个现象值得注意。首先，注定要离婚的人在离婚数年前

就已经不太快乐；甚至迈入婚姻时就不太满足（Lucas，2005）。其

次，离婚通常打断了婚姻满意度日益下降的模式，一旦他们离开苦恼

的婚姻，生活开始变得更好。第三，数年之后，他们仍然不如他们当

初恩爱时那般幸福，即在他们的婚姻开始走向衰退和崩溃之前的阶

段。离婚通常是人们生命中的重大事件，虽然时间能疗伤，但并不能

彻底治愈你的伤口。



图13.4　婚姻、离婚、寡居和生活满意度

这里描绘了德国成千上万人的婚姻、离婚或寡居结果。结婚的确让人们幸福了一段

时间，但几年后他们就不如结婚前那般幸福了。寡居是可怕的，尽管进行了大量的

心理康复，仍然有持续的负面结果。大多数离婚事件都给长期下降的幸福画上了句

号——但几年之后，离婚的人仍然不如那些婚姻完整的人幸福。

资料来源：Lucas，2007.

（虽然图13.4所示的结果很清晰生动，我们还得承认丧偶之人所

蒙受的毁灭性的丧亲之痛。这种损害的程度是局外人很难理解的。二

十年后，寡妇或鳏夫仍旧会和他们失去的爱人在臆想中进行谈话，大

约每月一次（Carnelley et al.，2006），正如你从图中所看到的，



他们生活的满意度很长一段时间都在降低。在十年之后还会出现偶尔

爆发的悲伤。所以丧偶就像失去自己的孩子，这种伤害是永远忘不掉

的，宽厚、支持式的朋友会尊重这点。这种丧亲之痛是人们任何时候

都不能完全忘记的。）

回到离婚的问题。在25岁之后离婚的人士只有三分之二（68%）的

人曾经再次结婚，但平均而言那些再婚者在4年之内就会冒险尝试二婚

（Goodwin et al.，2010）。再婚常常是离异单身人士生活的转折

点，与他们幸福的增加有关联（Blekesaune，2008）；的确，如果他

们一直未再婚，离异未再婚的人在接下来的40年期间比再婚的同龄人

死亡的可能性高出55%（Sbarra & Nietert，2009）。但无论他们是否

再婚，离婚6年之后就有超过四分之三的人报告他们的离婚是件好事

（Hetherington，2003）。

所以，离婚的结果会发生变化。人们要耗费数年的时间来适应婚

姻的结束，但大多数人都能逐渐重新振作。然而，有些人因离婚而深

受打击，此后的岁月很容易感到人们充满苦恼和困难，以及他们关系

阴影的折磨（Hetherington，2003）。几乎每个人都会发现离婚结束

时压力却未了结；离婚改变了个体的社交圈子、经济状况以及个体的

亲密生活。

社交圈子

在离婚的过程中，人们会向他们的朋友和家人寻求支持，他们与

朋友相处的时间会增加，特别是在离婚的头一年（Hanson et al.，

1998）。然而，当人们的婚姻结束时，通常会失去大约一半的社交圈

子（比如某些朋友和大部分的姻亲），在许多情形下，前配偶从来没

有结交足够的新朋友来替换他们失去的朋友（Terhell et al.，

2004）。所以，人们在离婚后的数年里社交圈子一般变得更小。



此外，个体社交圈子里剩下的人员并非全部都是支持式的。约有

50%的离婚者与他们疏远但却敌对或紧张的前配偶有着交往，还有一半

的人报告有些亲戚不赞成他们分手（Stewart et al.，1997）。并非

所有和离婚者亲近的人都会提供期待的支持。

经济资源

当女性离婚后，财务状况通常会恶化。全美调查发现离婚女性的

家庭收入显著下降，降幅达到27%，并且这一现象会持续几十年

（Sayer，2006）。部分原因是离婚后只有50%的前夫会支付他们本应

支付的儿童抚养费，而且几乎有四分之一的人连监护费用也一起忽

略。某些情况下，父亲可能太贫穷履行不了他们的义务，如果离婚的

父亲收入高的话，他们就更可能提供监护费用。尽管如此，即使前夫

经济条件宽裕，某些前妻仍然得不到分文，除非抚养费是自动地从父

亲的工资单里扣除（Meyer，1999）。

离婚后男性的经济状况不太可能像女性一样下降。他们的家庭收

入通常也会下降，但他们在婚后比女性更可能独自生活；离婚后女性



通常可能要抚养子女。所以如果你计算离婚后配偶要养活的人头数，

男性的个人平均所得在婚后的一年里上升了34%，而女性的收入下降了

36%（Sayer，2006）。男性实际上拥有更多的金钱满足自己的需要和

兴趣，而女性通常拥有的金钱则较少。平均而言，离婚后女性的生活

标准降低了，而男性则提高了。

前配偶之间的关系

当夫妻有小孩时，离婚并不意味着他们彼此的联系就会结束

（Braver et al.，2006）。孩子的父母通常会继续保持接触，虽然敌

意、矛盾情感、恋旧或者悔恨可能都会严重影响他们离婚后的交往。

从这些冲突的情感貌似可以得出四种类型的婚后关系（Ahrons，

1994）：暴躁的仇敌、愤怒的同伴、合作的同事和完美的朋友。对于

暴躁的仇敌和愤怒的同伴，伴侣彼此之间的敌意仍是他们离婚后关系

的主要特征。尽管愤怒的同伴彼此存在公开的不尊重，但他们在共同

养育离异的子女方面还是有合作的空间，但暴躁的仇敌则非常缺乏这

种合作精神；他们的痛苦使得他们总是发生争执。合作的同事并不是

好友关系，但他们彼此能礼貌而愉快地对待对方，在养育子女的任务

上也能成功合作。最后，完美的朋友维持着“建立在彼此尊重基础之

上的深情厚谊，并不会因为他们决定过各自的生活而受到侵蚀”

（Ahrons，1994，p.116）。在美国中西部离异夫妻的样本中，在离婚

一年之后，前配偶有一半有着友好的关系（38%的合作的同事，12%的

完美的朋友），还有一半有着痛苦的关系（25%的愤怒的同伴，25%的

暴躁的敌人）。

父母离异的孩子



你怎么看离异后的前配偶？他们是暴躁的仇敌、愤怒的同伴还是合作的同事？（他

们看来不是完美的朋友！）

终于宣判了离婚裁定。涉及成千上万人的数十年的研究集中得到

一个结论：与那些父母仍维持婚姻的人相比，父母离异的儿童在青少

年期和成人早期幸福的水平都较低。他们的心理适应能力低下；体验

到更多的消沉和焦虑，对生活满意度较低。他们的问题行为很多；吸

食毒品、违犯法律、少年怀孕、学业不良等等。如前所述，他们成人

后的亲密关系也更为脆弱；离婚家庭的子女比其他人更可能离异。这

些影响一般不是很严重，但却是确凿无疑的。也就是说，父母离异的

整体影响始终是负面的，但程度相对适中（Amato，2010）。



为什么父母离异的孩子景况不太好？我们刚才注意到的不良结果

只是与父母离异存在相关，这些现象发生的原因可能很多。经历了离

婚的配偶和家庭可能在几个重要方面与婚姻完整的配偶和家庭存在差

异，许多因素都有影响作用。举例来说，父母离异的孩子可能继承了

不稳定婚姻的某些高风险因素，所以并不能完全归罪于他们父母离异

所带来的压力（D’Onofrio et al.，2007）。使得他们父母不合格的

同一特质——可能是神经质或冲动性——或许在孩子一出生就传递给

了他们，使得离婚在基因上代代相传，而不只是经验上的传递。不

过，考虑到可能的复杂性，父母离异带来的各种压力通常也非常有影

响力：失去父母，双亲应激、经济困境和家庭冲突（Lansford，

2009）。

根据双亲丧失（parental loss）的观点，假定拥有父爱和母爱能

让儿童获益（Barber，2000），不论何种理由（包括离婚），儿童在

失去父亲或母亲后景况就可能不太好（Teachman，2002a）。的确，如

果确实发生了离婚，当儿童仍能与双亲共处时，他们生活得更为顺利

（Fabricius，2003），而双亲如果有一方远离他们时则表现得很糟糕

（Braver et al.，2003）。

相形之下，双亲应激（parental stress）模型则认为最关键的问

题是儿童接受到的养育质量而非数量，任何能干扰或削弱养育儿童的

应激源（包括离婚）都会产生有害的影响。根据这种观点，儿童受影

响的程度取决于有监护权的父母一方适应离婚的程度。与这个观点一

致的是，父母离异的儿童常常在父母的婚姻挫折开始时，在学校就表

现得更为糟糕，这要早于父母实际上分手的时间（Sun，2001）。当

然，重大的应激源是经济困境（economic hardship），有时或许是离

婚之后出现的贫困环境，而非仅仅离婚本身增加了儿童的负担。如果

有监护权的父母有充分的资源很好地支持儿童，他们面临的任何困难

都会减少（Sun & Li，2002）。（的确，你或许对父母离异的孩子往



往要面临的这一不利结果深有体会：与父母维系婚姻的家庭相比，离

异家庭为子女大学教育付出的金钱更少[Turley & Desmond，

2011]。）

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影响力，但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因素是双亲冲突

（parental conflict）。父母之间尖酸刻薄的交往看来让他们的孩子

难以承受，无论是否离婚，家庭冲突都是与儿童更高的焦虑

（Riggio，2004）、更差的健康（Miller & Chen，2010）以及更多的

问题行为（Musick & Meier，2010）联系在一起的。请看图13.5：如

你所见，当儿童生活在很少发生矛盾和冲突的完整家庭时，他们最幸

福，而当离婚发生在低冲突的家庭时他们的幸福低得多。但如果儿童

生活在持续发生冲突的家庭之中，父母不离婚时他们的情况更糟糕；

当离婚能结束愤怒、困难重重的家庭时，儿童的幸福几乎就没有一点

下降（Amato，2003）。因此，痛苦的夫妻是否应该“为了孩子而在一

起”这个问题看来取决于他们能否彼此以礼相待；当和平的婚姻破裂

时儿童就会受到伤害，但如果家庭充满冲突，则离婚会让儿童的境况

变得更好（Musick & Meier，2010）。



图13.5　父母不和、离婚和儿童的主观幸福感

图形比较了父母离婚的儿童和家庭完好的儿童的结果，并注意到家庭矛盾和冲突。

当离婚发生在低冲突家庭时，儿童过得不顺，但当家庭存在很多矛盾而父母又不离

婚时他们甚至更加糟糕。顾忌“为了孩子而在一起”的父母应该思考他们是否能为

孩子提供平静安宁的家。

资料来源：Amato，2003.

还有两点需要说明。首先，如果儿童能够在离婚后维持与父母高

质量的亲子关系，那么毫无疑问他们不太会受到离婚的影响。不管是

由于什么原因，只要儿童能继续与父母及祖父母保持有意义、充满爱



心的接触，那么离婚家庭的儿童通常要蒙受的更糟糕的后果在他们身

上就会极大地消失（Henderson et al.，2009）。当父母一起合作变

成体贴、尽心的有监护权的父母时，儿童的成长就能与他们及其他亲

人保持更好的关系（Ahrons，2007）。其次，离婚家庭的儿童体验到

的许多糟糕后果随着时间会逐渐减少（Sun & Li，2002）。人是有复

原力的，如果能充分地爱护和支持儿童，他们就能康复（Harvey &

Fine，2004）。离婚或再婚的父母记住下面这点可能有帮助：如果子

女能享受到免于贫困的自由，得到关爱、可靠和持续的养育，免受父

母冲突的戕害，他们就能幸福地成长。

请你思考

康妮和博比在高三的时候就结婚了，当时康妮已怀上了他们的第

一个小孩。他们没有太多的钱，而婴儿又需要人照看，所以两人都没

有上大学。几年之后第二个孩子出生了，看起来两个孩子都不该出

生。博比现在是长途汽车司机，一离家跑车就是好几天。康妮在百货

商店担任收银员，现在她对婚姻感到越来越不满意。她总是觉得自己

不应过这种捉襟见肘的生活，心中开始暗暗看不起博比。博比则较乐

观、友好，非常关心自己的孩子，但他却没有什么雄心壮志，康妮开

始认为他再也不能“有所作为”了。这样，她非常受用连锁百货商店

地区经理轻浮的奉承讨好。当博比在外跑车时，经理邀请她出来饮酒

聚餐。她幻想如果自己和经理结婚，生活该是多么幸福美好。她决定

和经理上床看看情况会怎样。

依你看，康妮应该怎样做？康妮和博比的未来会怎样？为什么？

[1] 虽然我描述了这些不同的模式，但请记住所有这些社会变化和离婚率的联系都是相关，可能存在

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女性就业和离婚之间的联系，不一定就表示就业损害了女性对婚姻的忠诚。相反，如

果在女性的婚姻中一开始就存在矛盾和冲突，她们就更可能寻找就业机会，所以婚姻不满导致女性寻找工

作和女性工作致使婚姻不满都同样有可能发生（Rogers，1999）。请对社会变迁的影响保持开放的心态。



[2] 我们希望你花费片刻时间来思考这一模式是怎样对应人们的接近动机和回避动机的，见第6章191

页。显然，某些婚姻失败不是因为夫妻反目或厌恶对方，而是因为他们不如结婚之初那样轻松愉快。

[3] substance use，指包括酒精、影响精神的药物和其他化学品如挥发性溶剂的滥用。——译者注

[4] 这两个概念我们分别在第1章3页和第6章195页介绍过。



第14章 亲密关系的维持和修复

这是最后一章，我们也快要完成本书的学习了。那么，也该盘点

一下我们学过的内容。现在你知道多少在学习本书之前并不知道的内

容？只有你自己确切知道，但这里列出一些可能的内容：

● 通常期望男性具有的行为风格——鼓励他们果断自信、自强自

立而非温情脉脉、亲切体贴——并不能把他们训练成长期亲密关系中

最理想的伴侣。

● 低自尊的人常常会小题大做或者知觉到根本不存在的排斥，从

而破坏他们自己的亲密关系。

● 临近、熟识和方便能决定有奖赏价值的亲密关系到底能否开

始。我们与许多人都可以建立美满的亲密关系，只不过我们遇不见他

们而已。

● 长相很重要，如果你的外貌没有吸引力，很多人会忽视你，不

想与你结识。

● 我们并不如我们认为的那般了解或理解自己的浪漫伴侣；甚至

在成功的亲密关系之中也会持续存在很多错误认知。

● 当我们开始结识别人时，他们会努力给我们留下好印象，但一

旦我们喜欢或爱上他们，他们就很少努力保持礼貌、端庄和愉悦。

● 在非言语沟通方面男性一般不如女性做得好，非言语沟通的缺

陷与亲密关系的不满存在相关。



● 我们常常认识不到：当我们与伴侣谈话时，伴侣并没有接受到

我们想要传递的信息。

● 坏的比好的更有力量，我们与伴侣偶尔刻薄或挑剔的交往比我

们为他们做的千桩好事更有影响力。

● 长期来看，亲密关系需要付出的代价往往比我们预计得要大得

多。

● 浪漫、激情之爱是我们选择结婚的主要的理由之一，但久而久

之它一般会减少。

● 约有三分之一人的不能轻松舒适地对待相互依赖的亲密感；他

们要么担心伴侣不够爱自己，要么在走得太亲近时感觉不自在。

● 男性一般比女性期望更多的性行为，挫折感常常由此而起。

● 或迟或早，我们的伴侣都可能以某种方式背叛我们，给我们造

成伤害和痛苦。

● 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 平均来看，婚姻并不如过去那样幸福，离婚现在更为普遍。

呀！这么长的清单。这些不幸的事实只是我们学习过的许多内容

的一部分而已；其他影响因素，比如神经质和自恋等人格特质，或者

嫉妒或孤独的心理状态，也都会使亲密关系受挫。

总而言之，这些事实可能描绘出一幅阴暗的画面，的确，现代婚

姻格外低的成功率表明许多伴侣关系并不像人们期望的那般美好。另

一方面，我们学过的内容里也有很多积极的事实，以下就是：



亲密关系很复杂，常常比我们期望的代价更大。但既然你阅读了本书，你就不应该

像这位连环漫画中的人物那么悲观。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TMS Reprints.

● 许多男性（约三分之一）也像女性惯常的那样温情脉脉、亲切

体贴和敏感细腻。而不具备这些特点的男性也可能通过学习，变得比

现在更加热情、更加具有表达性。

● 幸福的爱人会宽容地理解伴侣并解释他们的行为，假定伴侣无

辜，甚至把伴侣偶尔的不端行为视为善意和关爱。

● 大多数人会寻求与浪漫伴侣的相互依赖和亲密关系，并对此感

到安心。

● 在幸福的亲密关系之中，如果激情减少，就会出现深厚、关爱

的友谊，此类友谊丰富而热情，足以满足双方。

● 真正的宽恕对接受方和给予方都有益，在那些亲密、满意、最

值得挽救的亲密关系中最容易得到。



● 或许最为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尽力去做，几乎所有人都能成为

更体贴、更有魅力、更有奖赏价值的伴侣。在非言语沟通方面，如果

给予男女两性同样的激励，男性就可以做得和女性一样好。如果我们

花时间来检查我们的言语信息，就能减少或消除言语误解。只要我们

处处留意就比麻痹大意能更加礼貌、较少自私、更加体贴、较少挑剔

地对待我们的伴侣。

有许多理由使我们坚信，只要具备智慧和一起努力，我们就能和

爱侣幸福到老。的确，我就坚决主张“知识就是力量”：更好地理解

了亲密关系之后，人们就能充分地做好准备，防止某些问题并轻松地

克服其他难题。最令人高兴的是，对伴侣关系有承诺的人会采取各种

行动以保护和维持他们得到的满足感。而且，即使出现问题，很多难

题也都能解决，很多伤口也都能愈合。在亲密关系遭遇挫折时，伴侣

们常常能完全克服他们的困难，只要他们愿意。

作为总结的最后一章，我们要考察两个机制：伴侣如何持续他们

的满意度，如何干预以恢复止步不前的亲密关系。尽管存在必须逾越

的障碍，许多亲密关系不仅能坚持下来，还能美满幸福。

亲密关系的维持和提升

我曾在第6章（214~215页）介绍过，人们常常会采取各种行动保

护和维持理想的亲密关系。来自两大学术阵营的研究者考察了关系维

持机制（relationship maintenance mechanisms），即人们为维系他

们的伴侣关系而采取的有策略的行动。支持卡里尔·鲁斯布特（Caryl

Rusbult）投入模型[1]的社会心理学家已经识别出几种可以维持关系

承诺的行为，而沟通学者则注意到其他能区分伴侣是否幸福的行为。

我们来考察这两组发现。



保持忠诚

忠诚于伴侣关系的人与不太忠诚的伴侣相比，更加盼望亲密关系

能持续，他们对亲密关系的思考和行为方式也不同。他们认识自己、

伴侣以及亲密关系的方式都有助于维系伴侣关系，其行为方式能避免

或消除冲突，充实亲密关系。

认知维持机制

当人们忠诚于他们的亲密关系时，他们的看法在几个重要方面都

发生了变化。首先，他们不再把自己视为单独的个体，而是视为包括

自己及伴侣在内的更大整体的一部分。他们认识到伴侣的生活和自己

的生活有着很大的重叠，他们更多使用复数称谓的代词，用我们、我

们的取代我、我的（Agnew et al.，1998）。这一自我定义的变化称

为认知上的相互依赖（cognitive interdependence），它可能使得下

述维持机制更可能发生（Fitzsimons & Kay，2004）。

其次，忠诚的伴侣会以积极错觉（positive illusion）来看待彼

此，彼此理想化并尽可能以最好的眼光来看待他们的亲密关系

（Conley et al., 2009；Luo et al.，2010）。认为伴侣的过失相对

地无关紧要，关系的缺陷相对地无足轻重，伴侣的不端行为也视为无

心之失或一时冲动而不放在心上（Neff & Karney，2003）。这些积极

错觉有一特点很有趣，人们通常很清楚伴侣偶尔的讨厌或鲁莽之举，

但会记错和为之辩解，从而能维持对伴侣积极的总体评价（Karney et

al.，2001）。只要积极错觉不太离谱，这些玫瑰色的知觉就能让伴侣

们偶尔的过失容易让人接受，从而有助于保护他们的幸福。

积极错觉的一种特殊形式可以说是第三种认知维持机制。忠诚的

伴侣往往会认为他们的亲密关系比大部分人都要更好，他们越幸福，

就会认为关系越出众（Reis et al.，2011）。这种感知到的优越感



（perceived superiority）使得个体的伴侣关系看起来更加特殊

（Buunk & Ybema，2003），它真的使亲密关系更可能持续下去

（Rusbult et al.，2000）。

满足的伴侣也不太可能追求情人。只要我们的伴侣知道有吸引力

的情敌存在，情敌就可能扰乱伴侣，吸引伴侣弃我们而去，但满足的

伴侣会表现出对替代选择的无视（inattention to alternatives），

这使他们意识不到自己在替代关系中可能得到的好处，也相当不关心

替代伴侣（Miller，2008）。对当前伴侣关系不特别忠诚的人，与那

些对自己所得更为满足的人相比，会带着更多的好奇和热心密切注视

他们可能的其他选择；比如在实验室程序下给他们机会，他们徘徊得

时间更长，更仔细地查阅有吸引力的异性对象的照片（Miller，

1997a）。未承诺的恋人会仔细寻找更好的伴侣，这就给他们当前的亲

密关系带来危险：那些学期开始时就对其他选择留意的大学生，在学

期结束时不太可能仍然与同一位浪漫伴侣保持恋爱关系（Miller &

Simeon，2011）。相形之下，忠诚的情侣相对并不留心他们在其他的

关系中会怎样——他们不太注意此类可能性——这有利于保护和维持

他们当前的伴侣关系。

最后，如果忠诚的伴侣的确注意到对他们亲密关系构成威胁的情

敌，他们对情敌的评价也不如其他人认为的那样称心如意。忠诚致使

伴侣们蔑视那些能把他们从现存亲密关系吸引走的人（Lydon et

al.，2003），这一贬低诱人的替代选择（derogation of tempting

alternatives）的机制能让人们感到其他可能的伴侣并不如他们现在

拥有的伴侣有吸引力。这一知觉偏差有趣的一面是，如果替代选择非

常有诱惑力，因而对个体的亲密关系威胁最大，这种偏差就最强烈。

比如，如果说俊美的异性是另一个遥远城市的职业模特，忠诚的伴侣

就不会贬低这些人的照片，但如果说他们是本校的同学，忠诚的伴侣

就会认为他们更没有吸引力（Simpson et al.，1990）。而且，有承



诺的男性会认为替代伴侣在排卵期比非排卵期更没有吸引力，而单身

男性则认为没有服用避孕药的女性在排卵期比非排卵期更有吸引力

（Miller & Maner，2010）。幸福的情侣为保护他们的亲密关系，倾

向于低估其他潜在对象的有利条件。

行为维持机制

如前所述，为维持亲密关系人们通常会在认知上微妙地改变对别

人、亲密关系和他们自己的认识或判断。其他维持机制则涉及人们行

为的改变。

举例来说，承诺的人常常愿意为亲密关系做出各种个人牺牲，比

如为了促进伴侣或亲密关系的幸福，做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或者克

制自己的欲望（Impett & Gordon， 2008）。这种牺牲的意愿

（willingness to sacrifice）通常包括轻微的付出，比如看一场你

不感兴趣的电影，因为伴侣想看。但它也涉及巨大的代价，即人们为

了保持或改善他们的伴侣关系而付出巨大的代价。比如，如果你已经

结婚，配偶为帮助你求学而不得不面对许多困难；但如果他/她忠诚于

你们共同的未来，你的配偶是愿意付出这一代价的。

当伴侣的行为表明他们鼓励我们成为我们想要成为的人时，亲密

关系也可能变得更加亲密。当伴侣鼓励我们成为自己所期望的人时

——支持我们去学习技能，赞同我们接纳有前途的新角色和责任，提

升我们的自我成长——我们的亲密关系和个人幸福都会得到提升

（Overall et al.，2010a）。这种追求爱情伴侣的理想形象而产生的

潜移默化的影响就是米开朗基罗现象（Michelangelo phenomenon），

如此命名是为了纪念那位能从普通的石块创造出不朽艺术作品的著名

雕塑家（Rusbult et al.，2009）。当伴侣关系刚建立时，人们很少

能完成成长和改变，如果伴侣关注和回应他们的需要和愿望，帮助他



们成为他们想要成为的人，他们就会对亲密关系更为忠诚（Finkel et

al.，2010）。

忠诚的爱人还倾向于忍受伴侣的一些不严重的苛刻对待而不还

击。这就是顺应（accommodation）现象，顺应指的是伴侣一方控制冲

动，避免以类似方式对另一方的挑衅反应，相反，做出一种建设性的

反应（Rusbult et al.，1998）。当人们平静而自信地宽容伴侣的不

良情绪、无意义的批评、鲁莽轻率和其他烦人的行为时，顺应就出现

了。它与自我折磨无关；相反，只要伴侣的冒犯只是偶尔或暂时的，

顺应就提供了避免无谓冲突的有效方法，否则只会持续令人不悦的交

往。当伴侣双方都倾向“保持冷静”而非“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时，他们一般会拥有幸福的亲密关系（Rusbult et al.，2001）。

然而，我要指出做到顺应需要努力。顺应要求我们忍住不说和控

制脾气，因而涉及主动的自我控制——实际上，自我控制（self-

control，即个体处理自己的冲动、控制自己的思绪、执着地追求既定

目标并抑制不当行为的能力）一般有益于亲密关系。自我控制能让我

们应对挑衅时避免大发脾气，所以高自控的人（如果有也）很少发生

亲密伴侣暴力（Finkel et al.，2009）。宽恕要求我们不要心怀怨

恨，故而自控也让人更可能宽恕（Jenkins et al.，2011）。自控也

有助于我们抵制诱惑，故而能帮助我们抵抗有吸引力的替代伴侣的诱

惑；如果人们已置身于亲密关系之中，他们认为自控力越强就越容易

保持忠贞，实际上他们在新相识面前的确更少显得轻浮（Pronk et

al.，2011）。

实际上，人们在自我控制的气质水平（即他们控制冲动的一般能

力）上存在差异，如果你还算明智，就会找一位在必要时有足够坚忍

和克制能力的伴侣。这是因为伴侣双方越能自控（也就是说，他们一

起明智决策和正确行事的能力越大），其亲密关系通常更顺利、更满



意（Vohs et al.，2011）。然而任何人在紧张、分心或疲劳时自控力

都会减弱（Buck & Neff，2011），故而人们暂时筋疲力尽时，更少顺

应，更少宽恕，更多受到替代伴侣的诱惑（Luchies et al.，

2011a）。我们疲劳和重负时，状况往往最糟糕。而令人欣慰的是，感

受到与家人和朋友的联系能增强自控；心爱伴侣的接纳能增强我们的

自控力，促使我们行动以保护自己的亲密关系（Blackhart et al.，

2011）。[2]

自我控制并不容易做到，但是另一种行为维持机制可能比较容易

实行：玩乐（play）。当伴侣能一起参与新异的、具有挑战性的、令

人兴奋和快乐的活动时，他们通常会感到满足（Strong & Aron，

2006）。简而言之，伴侣能一起玩乐就能更长久地在一起。有研究者

对这一简单事实进行了正式实验研究，伴侣们身体一侧的手腕和脚踝

部位被捆在一起，然后要求他们在有障碍物的通道上爬行，同时他们

要用头部推动一个薄膜塑料滚筒（Aron et al.，2000）。如果他们能

快速地完成比赛就能获得奖品，这个游戏任务很是令人兴奋和痴迷。

与那些进行更普通活动的人相比，这类活动的参与者在活动结束后感

到他们的亲密关系得到了提升。的确，在现实的世界里，那些热衷于

徒步旅行、骑车、跳舞或者参加音乐会、演讲和演出的人，比那些只

是待在家里看电视的人，认为他们的婚姻质量更高（Strong & Aron，

2006）。抽出时间进行富有创造性的玩乐有益于亲密关系。

最后，那些忠于伴侣关系的人在伴侣背叛之后更有可能宽恕对方

（Guerrero & Bachman，2010）。宽恕能促进亲密关系和犯错伴侣的

改过（宽恕亲密伴侣远比心怀怨恨更少压力），所以宽恕能促进亲密

关系和宽恕者本人的健康发展（Bono et al.，2008）。



保持满足

人际沟通专家丹·卡纳里（Dan Canary）和劳拉·斯塔福德

（Laura Stafford）识别出第二大类的关系维持活动，他们从数百篇

研究报告（包括500篇大学生的学期论文）总结出人们维持亲密关系的

一些容易控制的行为（Canary & Stafford，2001），见表14.1。正如

你看到的，满足的伴侣力图培养积极性、保持礼貌和欢欣，坚持积极

乐观；他们鼓励开放和自我表露，分享他们自己的想法和情感并邀请

他们的伴侣也这样做；他们彼此做出保证向对方宣告他们的爱恋、承

诺和尊重；他们有共同的社交圈，有着共同的朋友并花时间与伴侣的



家人相处；他们公平地分担任务，公平承担属于自己的家庭责任

（Weigel，2008）。满足的伴侣还会避开某些话题，但他们又寻求为

彼此提供支持，保持善意的幽默，花足够的时间一起相处，犯错时也

会向对方道歉。

表14.1　卡纳里和斯塔福德的关系维持策略

资料来源：Stafford，2003.



类似的活动也可以用来维持亲密的友谊（Oswald et al.，

2004），这一点我们应该不以为奇。如果你回头看看亲密关系的构成

成分（请翻到第1章2页），你会明白卡纳里和斯塔福德识别出的大多

数维持机制都能促进和鼓励朋友和爱人之间的亲密。维持策略涉及开

放、个体爱恋的保证和承诺、可靠的支持以及许多共同的朋友和活动

等等，这些策略都可能增强亲密关系的六个成分，即了解程度、关心

程度、相互依赖性、相互一致性、信任度以及忠诚度。在亲密关系

中，人们保持幸福的行动看来涉及创造和保持与伴侣的有奖赏价值的

亲密关系。



而且，这些不同的行动似乎有作用。在日常生活中做出如表14.1

所列活动的伴侣与那些不太努力维持伴侣关系的人相比，前者更加喜

欢对方、更忠于他们的亲密关系（Stafford，2003）——当伴侣双方

都这样行动时尤其如此（Oswald & Clark，2006）。不要因为表14.1

所列的活动太多，看起来有点吓人而感到厌烦；其中的三项较之其他

活动更重要，也容易记住。这一堆活动中，能最好地预测幸福婚姻的

是积极性、保证和分担任务（Canary et al.，2002）。伴侣如果能做



自己公平分担的家务，经常保持愉快的情绪，定期向伴侣表达爱意和

尊重，就非常有可能保持幸福的婚姻。

然而，我们要提出一条警告：在情人节给伴侣做出的友善之举不

可能在七夕节还能让他/她保持满意。卡纳里及其同事（Canary et

al.，2002）发现这些维持机制的时间效果是短暂的：如果这些理想的

活动停下来，满意度马上就会开始下降。这给我们明显的启示是，要

维持幸福的亲密关系，我们不得不坚持到底。这里自我控制再次显得

重要（Kammrath & Peetz，2011）；长期来看，我们要持续保持快

乐、爱恋和公平。而那些不时对伴侣小气、苛刻和漠视的人请自负后

果。

修复关系

保护和维系亲密关系的机制和保养汽车有着某些共同的特点。如

果你精心地选购，做了一笔好买卖，尽职地进行持续细心的保养计

划，定期地更换机油，添加润滑剂，并尽自己所能照看车辆，你就是

个幸福的司机。不过，尽管你很努力，汽车迟早会出问题，这时就应

当修理了而非仅仅保养调整车辆。如果修理很简单，你可能自己单独

就能完成，但有些情况下你却需要专业人员的帮助。欣慰的是，亲密

关系出现破裂时，就像修理汽车一样，是可以得到专业帮助的。

自我实践

有时我们能自己解决在亲密关系中遇到的问题。我们对自己行为

的知觉往往会受到自我服务偏差的影响，我们往往很难意识到自己对

当下关系困境所起的推动作用。第三方的旁观者对我们关系的知觉往

往比我们更冷静和公正。不过，如果你想自己修复亲密关系，可以获



得大量的建议。电视节目、杂志、自助类图书和播客上充满了各种建

议，它们可能有助于改善你的亲密关系。这类用户常常觉得这些建议

有帮助作用；比如阅读自助类图书的人们通常觉得这类图书对他们有

益（Ellis，1993）。

然而，大众媒体给出的通俗意见也常常存在问题。举例来说，那

些随意给出各种意见的所谓专业人士，他们的背景就像他们的意见本

身一样虚假；曾有个著名的作家自夸拥有“博士”学位，结果发现该

作家既没有从官方认可的大学毕业，也没有在研究院所研究过相关的

助人和行为科学。根据维基百科[3]，畅销书《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

自金星》（Gray，1992）的作者约翰·格雷（John Gray）是从哥伦比

亚太平洋大学（Columbia Pacific University）获得的博士学位，大

多数美国人都没听说过这所学校，因为后来该大学被加州政府关闭。

畅销书《婚姻的呵护和保鲜》（The Proper Care and Feeding of

Marriage，2007）的作者劳拉·施莱辛格（Laura Schlessinger）的

博士学位是生理学而非心理学。此外，有些婚姻专家给出的咨询意见

并不是建立在正确研究的基础之上；相反，他们根据自己的个人观点

就发表高论，有时与客观事实并不一致。人们也经常在这些“奇谈怪

论”上投入大笔的金钱，这些观点与关系科学是矛盾的（Donahue，

2007）。

还有些情形，咨询专家暗示改善亲密关系非常简单、容易实现，

因而使得人们对于自己独自解决关系问题的能力过于乐观。因为这类

建议是面向普通大众的，并不是为个体所面对的特定情境而度身定做

的。它们常常缺少相关的明确方向，即使给出的指导原则相当清楚，

却没有客观的观察者能监控伴侣们遵循的情况或者对执行情况提供正

确的反馈。



然而最大的问题是，非专业的意见可能是完全错误的，它的流行

性和它的准确性并无必然联系。回到第1章，我曾断言，人际关系学家

非常不同意“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这一头脑简单的观点；

既然你已阅读本书，你又是怎么想的？

还有一个例子。有本名为《关系法则：俘获白马王子屡试不爽的

秘密》（ The Rules: Time-Tested Secrets for Capturing the

Heart of Mr.Right）的书曾一度居于“非小说”类畅销书的榜首。据

这本书的作者（Fein & Schneider，1995）所说，《关系法则》描述

了“如何在帅哥面前表现得体的简单方法，能帮助任何女性赢得梦中

白马王子的心”（p.5）。如果读者遵循书中提供的建议，“他不仅会

和你结婚，而且永远会为你疯狂！我们给你的承诺是‘从此以后一直

幸福’”（p.6）。听起来很棒，不是吗？不幸的是，书中给出的关系

法则是错误的。为了提升对异性的吸引力，该书建议读者保持冷漠和

神秘，避免显得太急于确立新的亲密关系。作者承认，“简而言之，

我们探讨的是欲擒故纵（故意装出难以接近的样子，以鼓励对方进一

步追求）”（p.6）。但是玩弄欲擒故纵的策略并没有多大作用，人际

关系科学对这一方法的了解已经有40多年了。女性人为地延缓亲密关

系的发展进程，对男性并没有特别的吸引力；对男人有吸引力的理想

女人是除了他之外对所有人都故作清高的女性（Walster et al.，

1973）。特别地，《关系法则》教导女性避免一周看望男性的次数超

过两次，在交往早期避免进行过多的自我表露，在分离后不要告诉男

方自己在做什么，诸如此类的关系法则都与男性对新伴侣的忠诚负相

关（Agnew & Gephart，2000）。总的来说，遵循《关系法则》的女性

可能比其他的女性更难吸引和留住男性。这些都不是非常正确有用的

建议。（的确，《关系法则》的作者之一在该书出版几年之后就被起

诉离婚。）



当然，并非所有的流行建议都是错误的，有些还是非常可靠的。

比如，有些自助类图书是由声誉卓著、受人景仰的科学家所著（比如

Gottman，2011；Orbuch，2009）。从积极方面来看，这类书籍花费不

多。自助类图书的读者能多次参照这些建议，按自己的速度学习这些

材料。可靠的图书也适合那些对正式治疗感到非常尴尬的人。它们还

能给读者一种积极的态度，鼓励合作，促使他们努力处理自己的问

题。

诸如此类，我承认我很高兴看到你阅读本书。我并不打算把本书

设计成自助类图书，但我希望本书收集的信息能对你有所帮助。我相

信亲密关系的科学研究蕴含着巨大的价值，希望我提供给你的材料能

帮助你更专业地理解你自己的关系。我还敢打赌，你能把本书的诸多

知识点应用到自己亲密关系之中，从而享受到更丰富、更有奖赏价值

的伴侣关系。

预防性维持

保养你的汽车时，有时候在出现任何故障之前，把钱花在重要的

维护上是很明智的。比如，几年之后你就应该更换汽车的正时皮带

（timing belt）。它是汽油引擎里的部件，一旦断裂轻则让你进退两

难，重则损毁你的引擎。更换正时皮带有点昂贵，当你的汽车引擎运

行顺利时，很容易延迟更换。但预防性维持无疑是明智的选择。

类似地，已经订婚准备结婚的伴侣通常认为他们将会一帆风顺，

没有必要为婚姻将给亲密关系带来的新阶段做准备。然而，一些预防

性维持却可能很有价值。在问题发生之前，精细地调整伴侣的期望和

沟通技能或许能带来丰厚的回报。



婚前咨询的形式多种多样，范围广泛，从对神职人员如牧师、神

父等的非正式探访到心理学家或婚姻与家庭治疗专家指导下的结构性

训练（Halfor[2011]总结了这些咨询项目）。人们在家里也能得到基

于计算机的指导（Braithwaite & Fincham，2009）。为了叙述简明，

我只探讨PREP项目，它也是最有名的关系技能课程之一。

预防和关系提升项目（ The Prevention and Relationship

Enhancement Program，PREP）通常包括分为5次总共约12小时的训练

（Markman et al.，1994）。会谈关注的话题现在对于本书的读者可

能非常熟悉：

● 能改变伴侣观点和行为的承诺所具有的力量。鼓励伴侣以长期

的眼光来看待他们一起努力创造的未来。

● 一起快乐生活的重要性。说服伴侣在日常生活的基础上一起重

视玩乐。

● 关于性的坦诚沟通所带来的价值。建议伴侣清楚而坦诚地表达

他们的性欲望，并不时地尝试新事物。

● 不恰当期望的后果。鼓励伴侣认识他们的期望，对自己的期望

保持理性，并清楚地沟通他们的期望。

该研究的参与者还要学习说话者—听话者技术，我在本书第

370~371页介绍过。

PREP项目有作用吗？一般而言，答案是肯定的。参加诸如PREP的

婚前预防项目的普通人比79%的没有参加此项训练的人后来状况要更

好，至少一段时间如此（Hawkins et al.，2008）。接受婚姻与关系

培训的新婚夫妇比那些没有接受此类培训的夫妇，在结婚后的头3~4年

感到更满足（Blanchard et al.，2009）。不过，这类培训大部分的



参与者都是中产阶级白人，他们要求美好婚姻的动机非常强烈，不过

训练的长期效果还不确定（Hawkins et al.，2008）。尽管如此，一

些婚前预防性维持项目在头几年的确能让婚姻一帆风顺。

婚姻治疗

一旦婚姻出现了真正的问题，可能就需要更深入的干预。职业咨

询师采用的治疗方法多种多样，有三种不同的治疗方法在大多数时间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都是有治疗作用的。我们将看到它们在以下几方面

存在差异：（1）它们侧重问题行为、思维还是情感；（2）它们侧重

婚姻问题源于个体的易受伤害性还是夫妻之间的交往；（3）它们强调

婚姻苦恼的根源是已往的事件还是当前的困境（Baucom et al.，

2006）。涉及伴侣双方的治疗最为普遍，但处于艰难关系中的人也能

从个人治疗中获益，即使他们的伴侣拒绝与他们一起寻求帮助。

行为的方法

大部分时间，不幸福的夫妻不能和颜悦色地彼此相对，而经典的

干预——夫妻行为治疗（behavioral couple therapy，BCT）鼓励他

们成为更愉快和有价值的伴侣。BCT关注夫妻们当前的交往，并设法用

更亲切和慷慨的行动取代任何负面和惩罚性的行为。BCT治疗师给夫妻

们传授沟通技能以帮助他们表达关爱，冷静地处理冲突，并特别鼓励

他们做对伴侣有益或取悦伴侣的事情。

BCT有各种方法引导夫妻们的理想行为。治疗师可能安排“爱情

日”（Weiss et al.，1973），让伴侣一方故意去按另一方的要求来

行动以表示关切和善意。或者夫妻达成一致意见，以他们各自理想的

行为来回报伴侣的积极行为。在此类协议即等价交换的合约中，伴侣

一方的行为改变直接与另一方的行为变化联系在一起（Jacobson &

Margolin，1979）。比如，如果他在星期六清扫了浴室，她就同意每



个周日洗衣服，而如果她在上周日洗了衣服，他就会打扫浴室。如果

伴侣任何一方动摇，这种形式的合约就无法增加夫妻间积极的交流，

所以还会采用诚信合约即平行协议，针对行为的变化给予特权奖励

（Weiss et al.，1974）。在诚信合约中，他或许同意每周六清洗浴

室，当他这样做了时就可以选择当晚的活动；她或许同意每周日都洗

衣服，当她这样做了时，他就承担当晚为孩子洗澡并哄他们睡觉的全

部责任。

说服伴侣们慷慨地行事对于BCT非常重要，但苦恼的夫妻在寻求治

疗时彼此常会感到勉强与冷漠，这种态度BCT并不总能改变。因此，由

BCT派生出的治疗注重伴侣们对他们关系及行为的认知和判断

（Epstein & Baucom，2002）。除了鼓励理想的行为之外，夫妻认知

—行为治疗（cognitive-behavioral couple therapy，CBCT）试图改

变伴侣们思考和评价他们伴侣关系的各个方面。这种治疗强调夫妻们

的选择性注意，即他们注意某些事情而忽略另一些事情的倾向性，设

法给每位伴侣逐步灌输更合理的期望，更宽容的归因和更具有适应意

义的关系信念。CBCT的参与者要学会跟踪和检测他们的想法，积极地

思考任何负面行为的各种归因，识别并挑战不现实的信念，列出他们

对亲密关系结果所持的各种支持和反对的理由。CBCT承认，人们常常

会把他们在过去关系中习得的有问题的思维习惯带到他们现在的婚姻

之中，但它仍然主要关注夫妻交往的当前模式；CBCT的核心观点是：

不管适应不良的认知来自何方，如果夫妻能够公平、善意和理性地认

识和评价彼此，他们就会感到更加满足。

最近从BCT派生出的疗法是夫妻行为整合治疗（integrative

behavioral couple therapy，IBCT），这种方法既试图鼓励更理想的

行为，又教导伴侣们宽容地接纳他们改变不了的不合（Christensen

et al.，2010）。IBCT会传授沟通技能，也应用BCT的行为矫正技术，

但它仍然假定即使伴侣双方的行为表现良好、令人满意，某些令人沮



丧的矛盾仍会一直存在；因此，治疗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教会伴侣们对

不可避免的烦心之事采取适应性的情绪反应。有3种技术可以促进个体

对自己或伴侣缺点的接纳（Wheeler & Christensen，2002）。使用具

有同理心的参与技术，夫妻们要学会不带任何责备或怨恨地表达他们

的痛苦和弱点，否则会使得伴侣采取防卫姿势；这种技术的要点是通

过帮助每位夫妻理解对方的感受而产生同理心。夫妻们还要学会用统

一的超然态度来看待他们的问题，这种理智地看待问题的视角可以平

息情绪，帮助夫妻们冷静而客观地理解交往中出现的问题。夫妻们要

描述引起挫折感的事件，辨别该事件的触发源，同时要避免这类事件

通常引起的负面情绪。最后，在宽容性建构中，当问题行为发生时，

夫妻们要学会不再敏感，反应不再激烈；在治疗期间要排演和分析负

面的交往模式，鼓励伴侣们真正放弃改变对方任何令自己讨厌的事

情。IBCT的焦点是伴侣们当前的交往模式，不管其起源是什么，都力

求改变伴侣们的交往行为以及个体对交往行为的情绪反应。

因此，这三种行为治疗方法都关注伴侣对待彼此的行动，但在附

加成分上存在差别。BCT试图改变夫妻的行为，而CBCT试图改变他们的

行为和认知，IBCT试图改变他们的行为和情绪（见表14.2）。每种方

法都可能适用不同的夫妻，但重要的是，它们都有治疗作用（Baucom

et al.，2006）。认真进行上述三种治疗的夫妻有60%~70%的人有效

果，他们的不满和困扰在随后的几年里都显著地减少了（Christensen

et al.，2010）。

情绪中心的治疗

表14.2　各种婚姻治疗的核心特征



资料来源：Baucom et al.，2006.

另一个最近才出现的新疗法，情绪中心的夫妻治疗（emotionally

focused couple therapy， EFCT）起源于依恋理论（Johnson，

2009）。在整本书中我们都看到，能与自己的伴侣形成安全依恋的人

在亲密关系中更为满足和舒心，EFCT通过增进伴侣的依恋安全努力改

善亲密关系。正如行为学的方法，EFCT试图重新建立夫妻交往的理想

模式，但它关注的重点是伴侣们在试图满足依恋需要时体验到的情

绪。EFCT认为人们需要情绪安全，并会向他们的配偶寻求情绪安全，

但如果伴侣一方不能有效地得到保证和接纳，并且伴侣另一方以负面

方式反应，沮丧和苦恼就应运而生。最普通的现象是，想要得到更多

注意和关爱的伴侣却以一种看似挑剔和责备别人的方式来索求，伴侣

另一方的反应当然是躲避得越远越好。伴侣双方都得不到安慰，也没

有人幸福，并且这种可憎的索求和退避循环可能会不断加剧。

EFCT试图识别出这类情感沟通适应不良的循环，并代之以重新建

构的交往，从而使伴侣们能感到安心、爱恋，彼此能安全地交往。

EFCT包括三个阶段（Johnson，2004）。在第一个阶段，要识别出沟通

中存在问题的冲突模式，鼓励夫妻们把自己视为团结在一起与共同敌

人战斗的合作者；治疗师还帮助夫妻们探察没有得到满足的接纳和安

全需要，正是它们激起了夫妻冲突。在第二个阶段，伴侣们开始建立



有建设性的交往新模式，承认对方的需要并提供更多的保证和安慰。

最后，在第三个阶段，伴侣们排演和加强他们对彼此的应答性，依靠

新建立的安全感无畏地寻找解决老问题的新方法。整个过程包括9个步

骤，见表14.3，一共包括10~12个治疗期。

EFCT治疗的重点是夫妻们当前的交往，但仍鼓励伴侣们思考各自

的需要对共同关系结果的影响，所以EFCT要同时考察造成婚姻功能不

良的个体和互动根源。对于较为苦恼的夫妻，EFCT非常有效，在治疗

完成时70%的夫妻克服了他们的不满（Johnson，2004）。

表14.3　情绪中心的夫妻治疗的特定步骤

资料来源：Johnson，2004.

顿悟导向的治疗



最后一种治疗方法来自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传统，弗洛伊德认

为人们常常在不自知的情况下背负着过去关系中留下的无意识伤害和

创伤，这会加重和玷污他们当前的伴侣关系（见专栏14.3）。有许多

干预方法寻求提高伴侣们对这些问题“包袱”的洞察能力（如，

Scharff & de Varela，2005），但这种方法的典型例子是斯奈德

（Snyder，2002）的顿悟导向的夫妻治疗（insight-oriented couple

therapy，IOCT）。IOCT比上述治疗方法更强调个体的易受伤害性（见

表14.2）；它努力帮助人们理解他们在过去的关系中建立的个人习惯

和臆断，怎样制造出他们与当前伴侣的麻烦。因此，它比其他治疗方

法也要更全面地考察已往的事件；IOCT假定婚姻不满的起源通常在于

夫妻们在以前的关系中遭逢的困难。

IOCT的主要工具是情感重构，通过这一过程夫妇能重新想象或重

新经历过去的亲密关系，从而努力辨别已往伴侣冲突中的主要情感和

应对风格（Snyder & Schneider，2002）。治疗师指导个体通过严密

地检视他/她自己的关系历史，非常细心地注意任何人际伤害的模式。



治疗师帮助个体理解过去的关系和他/她现在问题之间可能存在的联

系。

来自情感性重构的顿悟有助于伴侣们对另一方的行为采取更仁慈

的判断。夫妻任何一方都更加可能意识到他/她的易受伤害性，共同表

达出的恐惧以及建立伴侣之间同理心的需要。治疗师也有可能把夫妻

双方都描述成竭尽全力修复关系的典范，考虑到个人的历史，所以责

备和刻薄之词也减少了。那么，因为（正如我们前面提到过的）知识

就是力量，夫妻们逐渐建构起新的、更有奖赏价值的交往模式，从而

可以避免过去的陷阱。

所有这些通常需要15~20次治疗期。正如情绪中心的治疗和行为治

疗方法，ICOT对大部分夫妻都有帮助，至少有一项研究（Snyder et

al.，1991）表现出显著的维持效果，在四年之后夫妻们的适应比BCT

更好。

婚姻治疗的共同特征

此外还有各种其他婚姻治疗方法（见Harway，2005），但我们重

点关注的只有行为的方法（BCT），EFCT和IOCT，因为谨慎的研究表明

他们适用于大多数夫妻（Baucom et al.，2006）。大部分严肃地参加

上述三种治疗的人在此后的境况都变得更好，并且（据粗略的估算）

约有三分之二的人不再对他们的婚姻不满（Snyder et al.，2006）。

但谁也不能担保治疗的效果，治疗的成功可能取决于个体参与治疗的

诚意、努力程度以及具体过程。但婚姻治疗有助于大部分的夫妻。如

果你希望修复举步维艰的亲密关系，治疗是可行的。

那么，这些治疗方法哪一个适合你呢？多年以来，这个问题在职

业治疗师之间引起了许多竞争和不时的争吵，但我们可以给你一个非

常简单的答案：选择最吸引你的治疗和治疗师。这并非是无聊的建



议。在你读到这最后几页时，你感到最有趣的治疗就很可能是适用于

你的最好的治疗，这样说有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尽管婚姻治疗的名称和强调的重点不同，但它们都有某些

共同点，这可能就是它们都能发挥作用的重要原因（Wampold，

2007）。每种治疗都对伴侣关系遭遇困难的原因提供了合理的解释，

都为怎样克服这类困难提供了充满希望的新观点。为了实现这一目

标，每种治疗都提供了改变这些苦恼交往模式的新方法，都促使夫妻

们表现出更有效、更理想的行为。虽然每种治疗对这些目标的追求有

着不同的理论基础，但它们都注重培养夫妻们彼此间更有建设性的联

系和更令人满足的交往模式。所以，这些不同的婚姻治疗方法都有着

相同的核心成分，使得它们本质上更为相似。

其次，有鉴于此，你选择的治疗师可能和你选择的治疗方法一样

重要。如果夫妻双方都尊重和信任他们的治疗师，治疗就更有可能成

功（Summers & Barber，2003），所以你应该寻找一位看起来既可靠

又令人信服的杰出治疗师。如果你认为某种治疗方法有道理，而治疗

师又支持这种方法，那么这位治疗师与那些使用你不太信服的方法的

治疗师相比显得更专业、更权威。

最后，吸引你的治疗方法更可能给你带来真正的改变，这种乐观

的态度非常有影响力（Snyder et al.，2006）。积极的期望使得治疗

效果更加明显。与那些对治疗结果悲观的人相比，相信自己的努力肯

定能带来疗效的夫妻会更认真地配合治疗，保持更高亢的精神状态，

这都会增加治疗成功的几率。

同样，如果你和某些人一样认为“好姻缘天注定”和“伴侣无法

改变”，不要怪我没有提醒你这些观点的危险性。在第4章我们曾讨论

过诸如此类的起着反作用的关系信念，我希望你现在对这类信念缺点

的认识应该更清楚。当婚姻出现问题时，持有这类信念的人不太可能



寻求治疗，即使他们真的进行治疗，实行起来也往往心不在焉。结果

是，他们的境况不太可能得到改善。所谓“牵马到河易，强马饮水

难。”

的确，这句古老的俗语道出了所有婚姻治疗的最后一个共同点：

人们都没有充分地利用婚姻治疗。大多数离婚的人根本就没有咨询过

婚姻治疗师，极少数寻求治疗的人通常要等到他们的问题非常严重时

才来寻求帮助（Doss et al.，2004）。男性尤其如此，不太可能像女

性那样积极寻求婚姻治疗；他们对发生的婚姻问题反应迟钝，不太可

能相信治疗的效果，在有必要治疗时更是迟疑不决（Doss et al.，

2003）。考虑到婚姻治疗的有效性，这一点很遗憾。我希望，既然你

已经知道在婚姻治疗上付出金钱会物有所值，如果需要你会毫不迟疑

地联系治疗师。

通常治疗的时机也值得考虑。越早处理婚姻问题，就越容易解

决。夫妻们的痛苦越深，就越难逆转（Snyder et al.，1993）。为什

么还要坐失良机？考虑这样一种可能的结果：治疗并不总是能起作

用，一旦治疗师理解了夫妻们的问题，治疗师也有可能劝告双方解除

婚姻关系。但如果婚姻真到了这一步，许多令人迷茫的不确定性和痛

苦都可以避免。另一方面，如果亲密关系有挽救的可能，治疗有帮助

作用，那么越早得到治疗，伴侣遭逢的苦恼就越少，就越能重新恢复

健康的伴侣关系。不管何种情况，亲密伴侣坐视他们所面临的、不可

避免的困难而不处理都会后患无穷。

结语

那么，整体来看，正如汽车一样，预防性维持能维系亲密关系以

免破裂，出现问题时也能修复。这个类比很恰当（这也是用汽车来比



喻亲密关系的原因），但必须指出这个类比有可能产生严重的误导：

不管你如何细心地呵护你的汽车，迟早会用坏而必须更换，但亲密关

系却根本未必会如此。当然，有些人会经常更换他们的爱人，就如同

更换汽车一样追求更新潮、更浮华的款式（Campbell & Foster，

2002），但本书的大部分读者都希望他们最终能与某个特定的伴侣建

立稳定的亲密关系，能让他们一辈子都心满意足。

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我希望，在你学习完亲密关系的现代科学之

后，你更能训练有素地创造、理解和管理成功、幸福、持久和有奖赏

价值的亲密关系。我还希望，你能明智地选择伴侣，并且能细心周到

地呵护和保养你的伴侣关系，从而建立并维持永远让你满足的亲密关

系。毕竟，有些亲密关系非常成功。当研究者要求100对婚龄持续了45

年的满意夫妻解释他们成功的原因时（Lauer et al.，1990），他们

的回答是：

● 他们珍视婚姻，并认为婚姻是长期的承诺和忠诚；

● 幽默感非常有益于婚姻；

● 他们非常相似，在大部分事情上都能达成一致意见；

● 他们真正地喜欢自己的配偶，喜欢与配偶共度美好时光。

我们希望你的婚姻也能这样。

请你思考

当露西读到本书结尾部分时，她决定要与丈夫谈谈自己对他以及

婚姻生活每况愈下的不满。他们订婚时丈夫可是体贴周到、魅力四

射，但她最近觉得丈夫不再设法取悦自己，所以感到孤独和受伤。她



认为自己不断地调整以顺应丈夫，但丈夫却很少做什么来取悦自己。

丈夫从来不关心她每天过得怎样。这虽是小事，却令她烦忧，这种行

为表明了丈夫的自我迷恋和缺乏关爱。然而，当露西建议一起去寻求

婚姻治疗时，丈夫坚决地拒绝了。所以，她决定自己独自前往；她找

到了美国婚姻和家庭治疗学会的网址：www.aamft.org，发现了一位治

疗师，并约好了单独见面。

你认为露西和她丈夫的未来怎样？为什么？

[1] 需要时请参考第6章213页。

[2] 这里说明自控在亲密关系中的另一个好处：自控表明我们在乎。通过改变伴侣其实很少能改善我

们的亲密关系（这样做只能惹恼他们），当我们改变我们自己时，我们的努力才能取得成功。当伴侣意识

到我们在努力表现得更好时（比如，试图更清晰地沟通，更理性地管理冲突等）往往会感到高兴，而如果

我们成功地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自我控制，他们会更为满意（Hira & Overall，2011）。如果伴侣双方都这

样做，请想想带来的好处。

[3] Wikipedia，一部基于互联网、内容开放的全球多语言百科全书，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

书。其网址为http://www.wikipedia.org——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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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后记

《亲密关系》是“社会心理学精品译丛”的一员，自出版以来就

深受读者的喜爱。本书是根据2012年出版的Intimate Relationships

第6版翻译而成。与老版本相比，新版本的体系更全面完整，论述更严

密精练，涉及的亲密关系领域更为丰富多样。它密切地关注了时代进

步对亲密关系的影响，探讨了很多新现象和新问题，同时增补了大量

最新的参考文献（713篇）。

第6版较之第5版有许多变化，作者现在只有罗兰·米勒教授一个

人，但新版本的更新反而更加细致和严谨了。首先，更正了第5版的一

些错误，如第120页的图4.4，最下面的两个方框位置放错，第6版已经

换过来了。英文第5版还有一些笔误，第6版亦已更正。有些观点被后

来的研究结果推翻了，作者都及时进行了更新，还增删了一些专栏、

图表和段落，使得全书更加连贯通顺。另外第5版有些术语的翻译前后

不一致，在新版都统一了。比如self-serving bias，统译为“自我服

务偏差”；principle of lesser interest，统译为“较小利益原

则”；empathy统译为“同理心”。此外，许多热心读者给我来信，指

出了第5版中的一些错别字，新版都进行了更正。所谓“好书都是读者

造成的”，此言不虚也。

我自2014年2月担纲《亲密关系》的翻译工作以来，几个月的笔耕

不辍，终于修成正果。翻译期间始终不敢忘记新曲线刘力老总“信、

达、雅”的嘱托，对每个句子、片语和单词都斟酌寻味，未尝懈怠。

在第5章曾出现“blirtatiousness”这个单词，我翻了朗文又翻牛

津，再翻Webster英英词典，在网上查了百度词典和金山词典都没有查

到，最后利用谷歌搜索才知道这个单词出自一篇研究报告，原来这是



心理学家自己造的词！再看另一个本书的核心词汇：commitment，这

个词至少有2个释义是与亲密关系密切相关的：（1）the trait of

sincere and steadfast fixity of purpose，指人们为达成目标而表

现出的坚持和执着的心理特质，偏重状态，故应译为“忠诚”；（2）

the act of binding yourself (intellectually or emotionally)

to a course of action，指人们在道义和情感上对某项活动的投入或

许诺，偏重动作，故应译为“投入”或“承诺”。所以，这个词的翻

译根据上下文，仔细甄别其所指，不同的地方可能有不同的译法。此

外，对心理学专业名字的翻译，经典教材已经有规范名称的从经典教

材；经典教材里未出现的，则根据百度搜索选择使用最普遍的名称，

百度里搜索不到的，则从港台的翻译。实在找不到准确译称的，则询

问师长同学。译者理解不了或者有困惑的地方，我给作者罗兰·米勒

教授写了许多封电子邮件请教，米勒教授都在第一时间给我解答。

一本好书的问世，离不开无数人的努力。正是每个人点点滴滴、

认真细致的努力，本书才得以如期出版。感谢英文丛书的主编津巴多

教授，没有大师的统筹这套丛书不可能诞生；感谢此书第一版的4位作

者，为我们带来这么一部严谨的关系著作；感谢作者米勒教授为新版

所做的细致而繁琐的修订工作；感谢本套《社会心理学精品译丛》的

主编彭凯平的指导与帮助，同时审阅了本书；感谢第3版的三位译者，

他们为我提供了范本和参考，设定了较高的翻译标准；感谢2010年那

个孜孜不倦翻译本书第5版的我；感谢张敏参与新版的翻译与编辑工

作；感谢麦格劳-希尔公司范颖和王维对我翻译工作的支持；感谢装

帧、排版设计人员陶建胜、孙东婷和冯跃的付出，他们是幕后英雄；

感谢……

《亲密关系》是关于友谊和爱情的严谨学术著作，读者群基本为

大学生和人际关系的研究者。但本书写作风格简明易懂，并结合了大

量日常生活中的例子，所以也适合所有对爱情和友谊感兴趣的朋友。



其对亲密关系的严谨论述和科学结论，与我们在电视节目、报章杂志

等大众媒体所获取的或许并不一样。看看下列数据，本书的写作风格

一露无遗：

《亲密关系》的内容结构

注意：文献数、主题数和人名数分别是根据英文原版附录的参考文献、主题索引和

人名索引统计的，中文版从略。

我希望本书的读者能以认真严谨的态度学习本书，而不要象阅读

小说那样一目十行、浮光掠影。这本书值得我们像中学学习数理化一

样好好钻研，本书也是美国许多大学人际关系课程的标准教材。由于

本书体系庞大，涵盖的专业术语和关键概念非常多，因篇幅有限所以

对很多关键术语往往一笔带过，即使你是心理学专业的学生也未必全

部了解这些主题。所以你要善于利用专业工具进一步了解这些关键术

语和概念，比如心理学词典、各种网络搜索引擎。例如书中提到“曝

光效应”、“柯立芝效应”和“社会情绪选择理论”，利用百度百科

词条，我们就可以进一步了解这些概念，从而充分透彻地理解它们。

最后，在学习本书的过程中要注意运用，除了结合你自己亲密关系的

实践来理解各种理论、模型和研究结果之外，书中列举的量表多达17

个，这些量表是测量我们人际特点的科学工具，希望你能善加利用。

此外，每一章最后的“请你思考”为你提供了经典的案例，希望你能

利用相应章节的知识，好好思考这些案例，最好能写篇小论文阐述你

的看法。

可以说自从人类文明诞生以来，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爱”的追

求。但正如丛书的主编彭凯平教授所言，“心理学家在过去30年关于



情感和关系的研究中所收集的数据和进行的科学论证，可能已经超越

了我们中国两千年来在关系这个问题上的分析和判断。”所以翻开

《亲密关系》你不仅会对自己过去的观念感到大吃一惊，而且对爱情

关系的科学理解也必将使你获益终生。

如果你是老版本的拥趸，新版本的《亲密关系》定会让你爱不释

手；如果你还没有阅读过关于爱情方面的科学著作，《亲密关系》定

会让你获益匪浅；如果你正在追求心上人，《亲密关系》会让你了解

人际吸引的奥秘和爱情的魔力；如果你正步入婚姻的殿堂，《亲密关

系》会让你们的婚姻生活更美满和持久；当然如果你的亲密关系出现

问题，《亲密关系》所揭示的真知和教导的方法能使你顺利地走出困

境；只要你不是离群索居的现代鲁滨逊，翻开《亲密关系》就必然开

卷有益。

《亲密关系》不仅适合对爱情感兴趣的普通读者，而且更加适合

进行社会心理研究的专家学者。希望你能顺利通读《亲密关系》，不

至于因为译者的水平而无法理解原著的立论和精髓，否则译者真要愧

对这样一部伟大的著作。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可以给译者来信：

prefrontal@sina.com.cn，我们一起讨论。



内容提要

《态度改变与社会影响》是社会心理学领域的一部经典著作，是

本书第一作者津巴多教授继畅销书《心理学与生活》之后的又一力

作。

本书系统地总结了心理学在态度形成和改变方面的研究理论和实

践，从而帮助读者理解你是如何影响他人，反过来又是如何被他人和

其他系统性力量所影响的。本书包括了社会影响的所有内容：说服，

依从，从众，认知不协调和自我归因，条件反射，社会学习，态度与

行为的关系，态度的卷入，偏见，非言语交流，甚至阈下影响。

本书既可作为社会心理学专业高年级及研究人员的教材和参考

书，同时，因其深入浅出、生动有趣的写作风格，更因其主题鲜明、

广泛的实践特点，所以也适用于从事政治思想工作、教育、新闻、外

交、管理、市场营销、文化、宣传等工作的人，还包括所有关注自己

和社会的人。



主编简介

彭凯平（Kaiping Peng），清华大学心理学系系主任、教授、博

导，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 C. Bekerley）心理学教授，文化



与认知实验室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及文化心理学。彭凯平教授

是具有国际影响的华人心理学家。



作者简介

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G. Zimbardo），美国心理学会（APA）

前主席。自1968年以来担任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他于20世纪50

年代末在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师从卡尔·霍夫兰（Carl

Hovland）在耶鲁大学“态度改变研究计划”中做研究工作，后来在纽

约大学期间，他研究了认知不协调中的公开从众方式和社会影响。他

独特的实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工作包括：归属感、去个人化、攻击及

认知不协调的动机效果。除此之外，他还从事过匿名、破坏行为和害

羞行为的现场观察、归因分析和相关变量研究。与他的纽约高中同学



斯坦利·米尔格拉姆的贡献一样，津巴多最主要的工作是他的斯坦福

模拟监狱实验，这个实验有效地证明了情境对人类行为的决定作用。

津巴多所著的《心理学与生活》是心理学领域最经典的也是再版

次数最多的最佳教科书之一。

迈克尔·利佩（Michael R. Leippe）是阿德菲大学的心理学教

授。他从1982年开始，一直任教至今。利佩于1979年从俄亥俄州立大

学获得博士学位。他亲自参与并受到俄亥俄州立大学在20世纪70年代



所从事的影响方面研究的熏陶，他的研究试图对社会影响的认知反应

做出理论分析。迈克尔·利佩与安东尼·格林沃尔德合作研究了大众

媒体说服的认知加工过程。他也与托马斯·奥斯特罗姆合作，研究了

如何应用社会心理学来解决法律心理学的问题，例如目击者的证词

等。从那以后，利佩从事了很多有关说服，认知不协调和法律情境中

态度改变和影响的富有创造性的研究工作。



《社会心理学精品译丛》主编序

言

我们生活在充满社会影响的世界里。我们不妨现在就做一个简单

的心理学实验：你只要数一数每天你所能遇到的企图对你的思想和行

为进行控制和影响的事件和人物，你就会意识到你的存在本身就是社

会影响的产物。这些社会影响包括：要求你做某种事情的人，强迫你

做某种事情的因素，要你买东西的广告，让你掏钱的事件，告诉你到

哪儿去和什么时候去的标志，告诉你如何考虑某一个问题或回答某一

个问题的宣传；它也包括：让你能重复的口号，能记住的歌曲，能接

受的态度，以及让你去相信的意识形态。所有这一切都是社会影响心

理学的范畴。这还不包括报纸、广播、电视、政府机构、网络，以及

你的家人、邻居、同事、朋友和你的上下级。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中不

可或缺的社会影响源。它们都会让你做某种事情，试图让你去做这些

事情，或者相信某种事情。如果你所能数的社会影响少于20个的话，

你要么是居住在另一个世界中，要么是你根本就缺少对外界事物的自

主判断。

在某种程度上，社会就是由那些互相影响、说服、请求、强迫、

勒索和控制的人群所组成的。我们把它称为社会，是因为它使用的是

社会影响的技巧，而不是武力的逼迫。这种影响相对而言是和平的，

也是有效的。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的社会影响不是通过说服的方式，

而是武力的方式来进行，我们的社会会是什么样子？当你超速时，警

察不是使用罚单而是使用枪支让你遵守社会秩序，或者你的老板不是

使用奖励而是使用体罚来让你勤奋工作，或者政府不是通过宣传而是



使用屠杀来改变人们的态度，这样的社会，是不可能维持下来的。因

此，社会的兴衰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社会影响的成功与否。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那些知道如何说服别人的人也最能够从社会

中受益。那些能够有效地说服自己伴侣的人，往往会有比较快乐的婚

姻生活。管理者通常要花费80％的工作时间与上下级进行交流，成功

的交流者往往会成为优秀的管理者。能够流利、自信、鲜明地表达自

己的看法和思想的政治家往往更容易激励自己的下级去实现某种政治

目标。同样地，聪明的广告往往能吸引更多人的注意，达到商务上的

成功。

因此，影响他人的能力，以及抵制影响的能力与一个人在生活中

的成功紧密相关。但不知道什么原因，社会影响这一课程从来就没有

在任何学校教授过。尽管教育学家、心理学家、政治思想工作者、新

闻工作者、市场营销专家、管理人员和外交人员都或多或少地运用了

社会影响的一些技巧，但其原则、原理、方法、局限性和道德性都没

有被认真系统地学习和讨论过。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些影响的存

在，通常过分高估了自己做决定和判断的自主性和自由性。作为一个

处于社会影响网络中的人，知道如何控制影响情境，选择最佳的影响

技术，从而达到影响他人或抵制他人影响的目的，应该是个人生存的

最基本的技能之一。

那么什么是社会影响呢？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社会影响指的是

通过某种方式达到的对人的行为、态度和信念的改变。行为上的变化

叫做接受，态度上的变化叫做说服，信念的改变叫做宣传或教育。

接受通常并不要求被影响的人同意影响者的观点和看法。它只需

要被影响者表现出某种行为倾向。比如说你为了让年轻人出来参加一

个反战游行，你可以不要求这些青年接受你的观点，而只需要他们参

加你的集会，这样，播放一些年轻人爱听的音乐或者找一些俊男美女



辣舞助阵就足以把他们吸引到你的聚会上来。这就是行为的服从，也

是常见的社会影响方式之一。

说服却是要赢得被影响者的心，必须要有态度的改变，包括感情

的改变。虽然说服通常难以产生，但它的效果通常更持久。如果你想

让一位好朋友停止吸烟，你就必须给你的朋友讲吸烟的害处或者是谈

到某一位吸烟出了问题的人的经历。这可能会引起对方的兴趣或反

感。重要的是，你们可以开始心平气和地讨论吸烟的坏处，包括治疗

吸烟问题的费用的昂贵和不吸烟所带来的正面的效果。你可以指出对

方看法中的不一致性和错误性。通过这样的讨论，对方可能最后同意

要逐渐减少吸烟的次数和数量。这种变化使得你愿意答应你的好朋友

为他做更多事情，直到他停止吸烟。如果你是一个成功的说服者，那

么你的好朋友就会真的戒烟，而且还没有意识到这一变化来自于你的

影响，而相信是他自己的决定和自己的态度。

在中外交往中，最让人误解的概念是“宣传”（propaganda）。

在现代西方语言中，宣传指的是政治集团利用大众影响的方式来控制

人们对某种信念的支持。它是一个贬义词。最早使用这个概念的人是

教皇乔治十五，在1622年，他试图利用各种宣传来增加教会的势力。

我们常说的宣传更应该称作教育。教育的含义是指学习新的知识。宣

传和教育这两个概念的差别来自于你试图影响的信仰是否是对方早已

经相信的东西。比宣传更极端的影响方式是洗脑和思想控制。它是通

过强有力的操纵方式剥夺个人的自主性和自由。它灌输一个人不能自

主选择的态度和观念。思想控制通常是通过将人与他的社会关系隔离

开来的方式来进行的。因此，我认为洗脑和思想控制不应该看作是正

常的社会影响。虽然它的影响者通常是某种社会集团和机构。

自从亚里士多德在他的《修辞学》这本书中首次记录说服的原则

以来，人类不断地试图发现、定义和创造成功的社会影响的方法和原



则。社会影响可以说是所有的人类社会都关注的一种技巧和艺术。但

是作为一种现代的社会科学领域，它的根源来自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

间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非常关心如何维持美国

人对政府和军队的支持。因此，他邀请了社会心理学家卡尔·霍夫兰

去研究社会和军队的士气问题以及维持士气的方法。从此以后，社会

影响的研究就变成了社会心理学里一个重要的分支领域，产生了很多

有影响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

《态度改变与社会影响》这本书是对社会心理学在影响、说服、

服从方面研究的一个精辟总结。作者津巴多是社会影响研究领域里卓

有成效的研究者。他本人也是一位社会影响的大家。他的研究工作

“斯坦福模拟监狱实验”是心理学中一个著名的实验。由于津巴多过

人的宣传技巧，这个实验也成了大众语言中最有名的概念之一。在著

名搜索引擎谷歌上，有关津巴多的斯坦福模拟监狱实验的条目超过了

上百万。因此，由一位社会影响的大家来撰写一本有关社会影响的著

作，这本书的质量是可想而知的。

津巴多教授也非常支持本书中文版的出版和发行，他的夫人马斯

洛克教授是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同事，我们经常谈到社会心理

学在中国的发展和前途。在主编这套《社会心理学精品译丛》时，我

曾向他们要求推荐书目，这本书就是他俩的首选。这次，津巴多教授

还特意为本书的中文版专门作序以表达他对本译丛的关怀和支持。

这本书的适用对象不光是那些对心理学感兴趣的人，也应该包括

那些从事政治思想工作、教育、新闻、外交、管理、市场营销、文

化、宣传等工作的人，还包括所有关注自己和社会的人。学习这本著

作不仅让你能够掌握一门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让你能

够发现和意识到你周围的社会影响的存在。这种发现也是对自我的一

种解放。它使得你能够对人性、人生和人心都会有完全不同的认识。



在阅读完这本书以后，你再来回答我在本文开头所提的问题：你在每

一天中所遇到的社会影响有哪些？你就会发现你的回答数目就会远远

多于你最初所能意识到的社会影响。这种变化也许就是对这本书本身

的影响力的最好的证明。

彭凯平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教授

2007年8月



中文版序

我非常高兴地得知中国读者有机会阅读《态度改变与社会影响》

一书的中文译本。本书中文版的出版和发行，对我而言有三重意义：

首先，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大国，中国传统的儒教、道教

和佛教一直就在为中国人提供欣赏自己生活的指导，这些古老的智慧

与心理学的智慧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它们都试图对人性有更好的了

解，从而帮助每个人最大程度地实现自己的潜能。不过据我所知，传

统的科学心理学在中国的历史并不是很长，我猜测，这一延迟的发展

可能与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关。因为传统的心理学更多关注的是个人的

思维、情感和行为，而传统的中国文化强调的则是集体、家庭和社会

对个人行动的决定性作用。这就对传统心理学的个人主义倾向形成抵

触。不过令人欣慰的是，现代科学心理学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发生了天

翻地覆的变化，尤其是社会心理学的兴起使得我们更关注个人和他所

属的群体在各种社会情境中是如何行动的——这些情境就构成了人类

行为的背景。此外，社会心理学家也开始讨论创造、维持和赋予情境

合法性的社会系统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现代社会心理学家，包括

本书的作者都在试图通过研究各种社会力量系统——包括经济的、政

治的、文化的、法律的等等是如何影响社会情境，而情境又是如何与

个体互动，来创造出结合了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思维范式的新的社

会心理学。

本书中文版出版的第二重意义是该书涉及的观念和研究可能对当

前日益变化的中国社会具有应用的价值。世界上还从没有任何一个国

家像中国这样经历着如此剧烈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以及价值观念的

改变。随着中国逐渐地成为世界工业、商务、金融和政治中心，变化

恐怕会成为中国人甚至世界人民每天都必须面对的问题。我所知的中



国人所体会到的变化可能包括从农村到大城市的迁徙、家庭结构的改

变、工作方式的调整、教育体制的革新，甚至文化价值体系的突变等

等。世界各地的年轻人还通过互联网、电影和流行音乐形成了一个新

的全球社会，他们的生活与几十年前他们的长辈所能体验到的生活可

能有天壤之别。我可以大胆地说，中国就意味着变化（China is

change）。

伴随这些社会巨变的是沟通方式的革命。在人与人之间，在普通

人与控制着成为好的公民所需要的各种资源的人之间，交流和沟通尤

为重要。为了社会、家庭、公司、团队等各种群体的利益，我们就应

该在行为、价值和态度上朝某个方向改变。本书系统地总结了心理学

在态度形成和改变方面的研究理论和实践，能帮助你对这一领域有更

好的了解。它能使你明白你是如何影响他人的，反过来你又是如何被

他人和其他系统性力量所影响的。了解社会影响的过程，起码会对你

有两种影响结果：第一，这一知识会使你在希望成为改变社会的力量

时，变得更有影响力；第二，这一知识也能帮助你抵制你不需要的从

众、屈服和盲从的压力。

本书中文版的出版的第三重意义是，下一代中国的心理学家在了

解西方心理学有关态度改变和社会影响的工作之后，能够从事新的研

究，发展新的理论来改进和提高这一令人痴迷的研究领域的知识水

平。它的根本问题就是要研究人性是如何受社会条件影响的。中国人

的智慧应该能在这一最古老而又年轻的问题上有所作为，我希望能在

自己的有生之年欣赏到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

我很高兴应我的朋友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彭凯平教授的邀请，

为本书的中文版作序。特此序之。

津巴多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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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心理学被少数几条行为主义的教条所控制的几十年，那些

敢于冲破学术框架，探索心理学新领域的创新者大部分都是社会心理

学家。他们看重人类在生活过程中的个人看法，欣赏不同的观察者所

提出的对现实的不同的解释，捍卫不同文化、不同社会机构、不同人

的内部和外部相互的作用。

长期以来，社会心理学在心理学的学科等级是属于较为次要的学

科。但它正在逐渐向现代心理学的中心地位迈进。之所以做到了这一

点是因为它建立了心理学所欣赏的认知的理论和方法，而这些方法在

过去十几年内已经成为主流心理学最重要的特点。社会心理学也是心

理学中普通心理学者的家园，是那些试图了解人性的深度和广度的学

者所向往的领域。它关注困扰了社会学家几百年的大问题，但它也不

是古板的，它并不反对由新的研究方法所提出的新领域。因为只有这

样，它才能对我们逐渐了解的最重要的问题提供基于实证基础的答

案。最后要指出的是，社会心理学家已经成为心理学领域中试图突破

传统心理学的束缚，探索对现实生活做出有真正意义的学术贡献的先

锋。在健康、生态、教育、法律、和平和冲突解决等领域都可以看到

社会心理学家的身影。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吹嘘地声称，没有任何与人

性有关的问题是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和探索所涉及不到的。

写这本有关态度改变的教科书的想法，来自于我在哥伦比亚大学

教的一门研究生讨论课，其中部分的灵感来自于观察学生们扮演影响

者和被影响者间的互动活动。李·罗斯和朱迪·罗丁这样的优秀社会

心理学研究生激发了我去写作一本关于态度改变的概念和实践问题的

教科书。我最初的打算是写一本简单的读本。但第二年，在斯坦福大



学教学期间，我说服了埃比·埃布森，我当时的一个研究生与我合作

写这本书。结果就写成了1970年出版的《态度影响和行为改变》。这

本书给研究说服、态度改变和行为矫正的学生提供了一本基本的入门

教材。而这一领域的应用部分在第二版（1977年出版）中得到了更多

强调，特别是得到了我的夫人马斯洛克的帮助。她现在任教于加州大

学伯克利分校。

我的新合作者利佩相信，将这本书内容更新以包括更多的有关态

度和社会影响的认知研究的时候已经到了。他继承了在俄亥俄州立大

学向格林沃尔德习得的社会认知传统。但随着我们共同创作进程的发

展，一本与最初想法不同的，但更好的书逐渐浮现出来。这本书保留

了原著中有关社会影响说服和态度改变过程的基本内容。这些中心内

容不仅与社会心理学关系密切，它也与我们现实生活中许多的日常互

动很有关系。但这本书与前几个版本所不同的地方是，它增加了很多

有关人在受他人和媒体影响后行为改变的实验证据。同时，它也为生

活在20世纪90年代复杂世界里的学术研究工作提供了很多的应用技

巧。

菲利普·津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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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我们这些研究和思考态度改变和社会影响的人所认为的最

令人振奋的时代。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有关人们是如何变化的研究和

理论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对社会认知的强调，产

生了一个研究传统上定义为是说服和依从行为的认知心理学研究。它

主要是对认知过程和结构有了新的重要了解。如今，对于动机，情绪

和卷入的研究兴趣，催生了一个可以将这些变量与态度、认知、行为

和情感综合起来的一种全新的研究方向。在对基础研究和理论的发展

的突破上，社会科学家也在运用影响的心理学去应对日常生活中的重

要问题。社会影响因此变成许多重要社会问题研究的核心（比如提倡

健康生活方式，提高环境意识，新闻审查的效果，政治中的“形象加

工”，极端巧妙的广告和市场推销），这些都与社会影响有关，而且

理论和实际的研究也越来越关注这些问题，以及这些问题产生的背

景。

以上所述的研究发展推动了本书的问世。我们希望在这本书里，

综合来自于所有与社会影响有关的研究理论和实践，以产生一个综述

性的报告。事实上，我们其中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在一个相对较短的篇

幅内将两本有代表性的关于说服和态度改变理论的好书结合起来，其

中一本书就是理查德·佩蒂和约翰·卡乔波（Richard Petty&John

Cacioppo）合著的《态度与说服：传统和当代的研究》（1981）。另

一本同样是有关服从和从众的经典著作，也就是罗伯特·恰尔迪尼

（Robert Cialdini）的《社会影响：科学和实践》（1988）。

结果这本书就包括了社会影响的所有内容：说服，依从，从众，

认知不协调和自我归因，条件反射，社会学习，态度与行为的关系，



态度的卷入，偏见，非言语交流，甚至阈下影响。因此本书所涵盖的

内容是广泛的，这些覆盖面较广的内容均可被整合在本书中一再出现

的态度系统这一主题中。在这个系统中，态度，认知，行为和意图都

受到外在事物的影响，而同时又所有受到彼此间的影响。

我们用了两章的篇幅来谈社会影响原则的应用。我们觉得它是

“正在成长的”领域，也是未来的领域。一个应用章节主要关注在法

律系统中影响的作用，另一个主要章节是关于如何提高生活质量的问

题，包括：环境，个人心理健康等。

我们主要的受众自然是阅读本书的学生。我们希望通过向他们报

告社会影响科学研究中令人兴奋的进展从而让这些学生感到振奋，并

产生兴趣。同时，意识到这些知识对他们的个人生活和社会整体的意

义。因此，我们希望以学生感兴趣的方式来写这本书。实践的问题，

应用和日常生活的例子是心理学实验以及那些理论观点的一个自然的

运用。我们的重点是要选择社会心理学的实验和现场研究（包括新的

和传统研究，通过生动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且不断将它与大学生所感

兴趣和所能理解的活动以及生活经历联系起来）。我们希望它是一本

具有学术价值同时又能轻松阅读的好教科书。

这本书的主要阅读对象是本科生。心理学的基本知识可能会有助

于阅读这本书，但是并不是阅读和欣赏本书的必要条件。这本书也可

以作为一门关于社会心理学入门课程的阅读材料，也可以是一个大课

程的主要阅读材料，或者社会心理学课程和研究生讨论课程，比如

“说服与态度改变”、“社会影响”，甚至“心理控制”等课的阅读

材料。那些教授社会心理学、传播学，以及商务课程的教授也可以考

虑在“媒体环境”、“宣传和交流”、“大小团体的社会影响”以及

“广告概论”等课程中使用本书。我们在本书中包括了与所有这些学

科有关或来自这些学科的材料。



心理学，社会学和传播学的研究生应该也会认为这本书有意思、

有内容。我们希望大量的例子和应用能扩展他们对其所希望研究的问

题之间的关联和互动性的认识。如果有学生在阅读了本书后对本书所

写的一些知识体系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会尤感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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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一个充满影响的世界

社会影响的过程和情境◆关于影响——来自“名人堂”（“恶人堂”）的故事◆影响

的ABC规则：态度、行为和认知◆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影响◆随后各章预览

每天清晨醒来，你的脑子里很可能想的都是这一天要做的事情。

第一件事是这个，第二件事是那个，然后（千万别忘记）再是别的。

也许你想和朋友共进午餐，但是要实现这个目的，你首先要早点溜出

教室或是丢开工作。你得决定如何去做。也许你还必须计划这个晚上

该怎样度过。晚上不必工作，所以你总算可以去欣赏那部朋友们极力

推荐的影片了。或者，你还可以去参加那个被邀请的聚会。你得做出

决定。但是，要事优先，你现在要决定的是：早餐吃什么？如果你在

意胆固醇热量摄入的话，或者想到这个星期五已经吃了每周一次的熏

肉和煎蛋，那么麦片粥和果汁要比吐司加咖啡更合适。总之，你自己

决定。

想想看，每天都有这么多事情取决于你的选择。穿什么衣服，看

什么电视节目，投什么人的选票，选读哪个专业，住什么地方合适，

与谁结婚——选择简直是无休无止。对美国人及类似国家的人来说，

生活就是一个充满选择的超级市场，任你选择。你可以决定你想过什

么样的生活。

毫无疑问，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有着相当大程度的控制权。可是，

如此众多的人口拥有如此高度的自由，那么在追求个人目标和梦想的

时候，我们如何做到在大多数情况下避免与他人的自由发生冲突呢？

为什么在拥有这样无穷无尽的不同选择的同时，人们又会表现出如此

多的相同之处呢？为什么在追求自己目标的时候，你常常可以让别人

为你服务，而并不需要借助于法律、金钱、身体吸引力或特权的威



力？而别人又是如何限制你的选择，培养你的好恶，引导你的行动方

向呢？

你是否有这样的经历：服从权威的建议或命令，而这些建议或命

令与你个人的价值标准截然不同？可以肯定地说，你的行为举止屈从

于你隶属的团体所施加于你的压力，而你事后恍然觉悟到这些表现不

属于“真正的你”。你有没有买过某种广告产品，只是因为广告做得

极富吸引力而实际上并不是你所需要的呢？

以上所涉及的就是所谓的社会影响（social influence）——由

他人行为所导致的个人变化。我们每个人自然有做决定的自主权，但

是，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每个人都会或多或少地被他人的观点

所左右。实际上，我们往往愿意接受那些聪明、公正而且关心我们的

人的影响。作为一名社会成员，一个不可避免的角色，是要参与有来

有往的社会互动，融入赋予我们生活意义的社会环境中。当然，反过

来讲，我们每个人作为影响者又会试图对他人施加影响——让别人做

我们的朋友；让他们陪我们学习或看电影；让他们给我们工作；让他

们分享我们的观点甚至我们的生活。

社会影响比比皆是，发生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这个世界本来

如此。要想在这个社会中最有效地发挥作用，就需要知道何时何地与

如何利用这些影响。这样就有能力辨别可能施加于你的社会影响，同

时有能力决定接受或拒绝某种特点的社会影响。本书旨在介绍社会影

响的心理学，它将提供如何抵制不需要的影响源，如何成为更有效地

发挥影响的一员等实用性的建议。以上观点是建立在社会心理学、政

治心理学和大众传播领域中所做的大量有关说服和依从的研究。在这

本书中我们要考察一下学术界的实验性研究和理论，并超越这些理

论，综合从事影响行业的专业人士的观点和知识。这些人擅长的领域



包括营销、广告、推销、民意调查、游说、筹款，甚至征兵以及为邪

教组织招募成员。

社会影响的过程和情境

社会影响过程包括一个人影响或者试图影响另外一个人的行为、

感觉，或是想法的行为过程。这种影响方面可以是政治问题（比如堕

胎），产品（比如无糖饮料），或是某种活动（例如考试作弊）。于

是，你可能会试图说服你的朋友在堕胎问题上同意你的立场；你可能

劝说你另一个朋友尝试你喜欢的一种新型饮料。当一个崇拜你的朋友

向你坦白想要作弊的念头，你自己的清白考试历史可能会给你的这位

朋友树立一个榜样，使他排除要想作弊的杂念。在以上情况下，你扮

演的角色就是社会影响者。

在上述情况下，你改变了或试图改变了某个人的行为、感情和对

某个问题、事物及行动的想法。在其他情况下，刺激物是你自己：影

响者。比如，你可能会通过潇洒的举止和迷人的微笑来赢得喜欢你的

新朋友。还有一种情形，刺激物可能是你影响的对象——比如，你和

一个沮丧的朋友交谈，鼓励他提高自信心。咨询师和心理治疗师都是

专业的影响者，其目的往往就是改变他们影响对象的自我意象。最后

一种情形是，你自己本身既是影响者，又是影响对象。比如，决定采

取一些改变自己的策略以实现减肥，结识新的朋友，按时完成工作等

新年誓言。

社会影响的技巧多种多样，但是归根到底可以归结成几种基本的

影响过程。这些过程依赖于人类如何思维、记忆、感觉和决策。在讨

论做什么以及如何做从而最有效地达到影响的目的前，首先最关键的



是要了解为什么这样做会产生社会影响，也就是说，懂得社会影响的

心理学。

本书作者的意图即是如此。我们的学术目的是提供有关各种形式

的社会影响的本质的信息基础。从应用角度讲，我们期望这些知识在

你日常生活中体现出价值——使你成为更成功的社会影响者和更明智

的公民——能够识别并拒绝不利的社会影响和不公正的权威。

但是首先我们以一些具体而且鲜明的社会影响的例子来拉开帷

幕。这些例子发生于三种相当不同的情境下：人际之间，说服，以及

大众媒体。这几种影响情境的第一个差别在于每种情境的个人化或个

体化程度的大小；第二个差别在于所影响的大小、范围和目标听众的

不同。

最具有个体化的影响情境是人际情境——直接参与的人数有限，

而且影响者和被影响对象之间可以有一对一的交流。你的两个要好朋

友试图说服你同他们（她们）一道去看电影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以

及母亲督促她忙碌的孩子收拾自己的房间，或者是一个销售商向你推

销某一款汽车。

说服情境也很常见，在这种情况下，沟通者通常是演讲者，试图

取得听众的赞同，或使他的倡议付诸实践。说服是指单一影响源试图

同时影响很多人。传教士就是通过说服来改变听众的态度和行为的典

型。说服情境不如人际影响情境那样具有个体性，但是，有些沟通者

却能够以充满激情和感染力的演说，神奇有效地征服听众，因此被认

为充满魅力。

在大众媒体情境中也有社会影响。各种信息和形象通过电视、广

播、印刷品传及世界各地的亿万人口。从性质上讲，这种影响不具有

什么个体性——不仅因为这种传播的设计是针对众多个体，而且交流



方式也要通过某种媒介。传播者既不能身在现场，而且也不能明确地

指定某个人或某种实体是被影响的对象。既便如此，通过大众媒体传

播的影响可以相当深远。每年花费在无穷无尽的商业产品和政治侯选

人包装上的上百亿美元的资金便是这种影响之有效程度的极好见证。

在介绍三种主要的社会影响情境之前，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些

社会影响形式在当今社会及历史上的实例。对于人际影响情境，我们

来考查一下文鲜明统一教派信徒招募者用来征集年轻人加入他们的邪

教组织的策略技巧。对于交流和说服情境，我们来回顾一下那些富有

魅力的沟通者：例如，马丁·路德·金、罗纳德·里根、阿道夫·希

特勒以及人民圣殿的头领琼斯的号召力的来源。至于大众媒体影响，

我们将着重于烟草公司，来看看它们采取何种策略和技巧来引诱不会

吸烟的人开始吸烟，使已有烟瘾的人抵制戒烟宣传。这些实例和随后

的理论综述将展现我们在后面章节加以详述的主题和原则。同时，这

些例子来自实实在在的生活，而不是像某些学生所想象的那种抽象的

学术练习。

关于影响——来自“名人堂”（“恶人

堂”）的故事

人际影响：皈依和个人接触

你很可能听说过文鲜明统一教派，20世纪70年代一个极端的邪教

组织的名称。这个组织是由一个自称为新救世主的韩国富商文鲜明发

起的。文鲜明统一教派曾成为非传统宗教运动的先锋，它在大学校园

和城市中心积极招募年轻成员，使上千人皈依旗下。接着读下去你会

发现文鲜明统一教派在90年代仍兴盛不衰，很可能就在你的大学和中



学招募成员。不同的是，这种招募是以一种新的比以往更为奏效和隐

蔽的方式在进行。

以下是统一教派招募的典型过程。首先教会成员在街道上接近一

个可能的被征对象，并交给他一个小册子。招募人可能解释说她代表

一个由“关注世界未来的年轻人组成的国际学生组织”。他们聊了一

会儿，她对年轻人的敏感性印象很好，于是邀请他参加当天晚上的免

费便餐。年轻人可能会问“晚餐何人提供？”她便会回答：“是CARP

原则研究大学联合会。”这个名称很好听，每个词或是整个名字都不

让人反感。于是那个眉清目秀、着装整洁的年轻女性使你觉得这个聚

会很有趣也充满意义，她在含蓄地暗示“如果你今晚没有什么特别的

事情，为什么不参加呢？”

假如他接受了邀请，这个招募对象便会在那个晚上走进一个装饰

优雅的“参观者服务中心”，同时到那里的有10～20个年轻人，其中

大约六七个人是和他一样的受邀者，而其余的，则是训练有素的影响

者。晚餐惬意可口，环境优雅欢快，而且令人感到“无条件被接

纳”。这就意味着对于来客的公开的热情和对他所说的任何事情的尊

重。那些老会员——通常是大多数——则得心应手地引导着谈话的进

程；描绘该组织如何行善世界以及现代生活中的不幸和苦恼；尽管这

些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错综复杂，但其解决方法却可能很简单。

晚餐过后，杯盘收尽，接下来是吉他表演，充满节日气氛的歌舞

持续一个小时左右，一个笑容可掬的老会员才开始正式的演讲。受邀

者需要回答的问题诸如，你愿不愿意生活得更幸福，你所感受的目标

渺茫和不满是不是由于你生活在一个被误导的不幸的社会环境中。如

果他的回答正中这些人的下怀，他们的微笑和褒扬接踵而至。假如回

答是否定或不确定，这些人便皱起眉头，目光移向别处，像是阴了

天。有时候，受邀者可以意识到自己正被宗教运动的追随者们所包



围，但这种感受很快消失，至少在此时此刻。幻灯片闪现得很快，上

面出现的是快乐的人群在教会所拥有的美丽的农庄生活着。之后，他

们便会邀请新来的人去那里度周末或是消遣一周。“我们有车今晚就

启程！”大家彼此牵手，拥抱，一派亲密气氛。你究竟是想融入其

中，还是拨脚离去，回到你自己那孤独寂寞、不受赏识、与世隔绝的

处境中呢？这就是快乐的受影响者头脑中所能想到的问题。

如果我们的客人接受周末度假的邀请，就像一些其他客人一样，

在驱车前往的路上，他们会很轻松地交谈宗教信仰的问题。接下来的

两天则是从早晨八点钟到晚上十一点钟严格无间歇的日程安排。早晨

被一群唱歌的成员唤醒，新来的客人和他们一起晨练，做清晨祷告，

吃早餐，唱歌。接下来是两个关于统一教会的原则和信仰的讲座和午

餐。午餐后是体育活动，歌曲练习，讲座，晚餐和晚上小组讨论。一

切都进行得很快乐，就像重新回到从前最好的暑期野营，惟一不同的

是没有私下交谈的机会。这是一种真正的快乐。在这里工作的正式成

员们看起来都很心满意足，可是客人们也会在讲座或讨论会上听到严

肃的话题——圣经、耶稣基督、人生的意义等等，强调的主题始终是

爱、信任和道德；重点是这个社会已经走向歧途，而文鲜明式的哲学

则可纠正这一切。

客人从来没有独处的时候，至少有一个教会成员——往往是颇具

魅力的异性——会自始至终伴随。无论是小组讨论，还是进餐时，每

个客人都至少会有一个会员陪同。如果细心观察，你会发现那些会员

们在小心翼翼地引导人们的交谈会话——提出教会的信仰，尽量避免

与主题无关的话题和意见，如果发现客人有消极迹象，会员则立即收

起笑容；而对积极态度则大加褒议。总之，这些会员们会齐心协力地

创造出一种和谐与睿智的表象，而客人则感到受到特殊待遇——被别

人喜欢，成为“大家庭的一员”，参与分享重大事件。当周末即将结



束的时候，他会被邀请多逗留一周或更长时间，以便“增进对我们的

了解”，进一步探讨那些“我们还来不及谈及”的话题。

现在你可以看到整个过程有多么秘密。潜在的新会员与影响者进

行长达几小时至几天的面对面接触，而后者的使命就是要改变前者的

信仰和行为，使其加入到他们的组织中，成为异教的一分子。看起来

似乎你正被邀前往天堂，远离你从前过的地狱一般的日子。听起来满

不错的交易，对吧？你怎么可能出差错呢？



一位哈瑞奎师那对一位无处可遁的听众宣传文鲜明统一教派。

大约三分之一的被邀请者在度过这个周末之后会接受主人的邀请

逗留更长的时间，而大约十分之一的人会最终加入异教成为一名正式

成员（Ga�lanter， 1989）。这些统计数字使你感到惊奇吗？30％和

10％可能看起来并不多，但任何一个广告商或是走门串户的推销员会

很乐于接受这种依从的比率，因为假以时日经过继续努力，这些数字

就会变成许许多多成功的案例。毫无疑问，这就是有组织的社会影

响。那些皈依者入会后的典型行为表现是：弃学，为了原则信念放弃

所有金钱和财产，背离家庭和朋友，全心全意地追求弃恶扬善即拉新

人入伙。皈依的教徒们甚至情愿让教主来决定他们的婚嫁之事。1982

年，文鲜明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为2100对新人主持了一个大型婚礼——

全是他“指定”的婚姻，并且很多对新人在此之前并不相识。

皈依统一教信仰是一个很彻底的过程。20世纪70年代，异教被认

为是对社会的威胁。它们被指控为“洗脑”。许多大学开设入学课程

教育新生们如何抵制异教的拉拢，还有些家长想把自己已经皈依异教

的孩子“绑架”回家，有时雇用武力强行将孩子从异教中解脱出来。

因此一个新的服务项目应运而生，叫做反灌输。许多家庭参加了这个

方案，一个系列高密度反影响教育要支付超过2万美元的费用（而且不

保证一定奏效）。一个被“抓回来”的新异教成员会被交到一个“反

灌输者”的手里，后者则使用类似于统一教会所用的技巧去解除导致

前者皈依异教的那些社会影响，从而翻新、改造前者而使其恢复原

状。后来法庭决议已经减少了这种“绑架式反灌输”的活动。（《旧

金山观察家时报》， 1990年2月12日）。回到未来。尽管这样的异教

组织已不像以往那样流行，统一教会以及其他成百上千个异教仍然存

在。事实上，我们前面对于异教招募新会员的描述来自1989年8月刊登

在《旧金山时报》上的一篇主题文章，其作者就曾在1989年的夏天被

“招募”过（Nix， 1989）。统一教会从未从我们身边消失；它只不



过是转换成一种更隐秘的形式以适应时代的变化。尽管他们的教化手

段没有什么变化，但他们调整了言语措辞使其与今天年轻一代较为保

守的观点一致，并用被主流社会尊重的光环作为掩饰。统一教会现在

称自己为“统一主义者”。教会以前的青少年分会和城市分会早已从

类似嬉皮士的名字，比如“创造性社区项目”，改换为更适应主流的

名称，“道义研究学院联合会”。谁能对此名称吹毛求疵呢？由于法

律的原因，教会中那些具极端倾向的教育项目已被取缔。例如，会员

们在招募过程中隐瞒身份，直到被招募人参加教会集会之后才揭晓的

欺骗做法——称为“天堂的欺骗”——以及那些以睡眠及食物剥夺长

达一周为手段的聚会改造。统一教会的现行政策是一种公开的保守主

义。这个组织对保守派政治事业大量捐资，致力于国会政治游说，并

自1982年起拥有极端保守主义的日报《华盛顿时报》。

1982年7月1日，文鲜明牧师为4000多名统一教派的信徒在纽约麦迪逊广场公园举行

集体婚礼，所有这些年轻人接受了文鲜明为他们个人选择的配偶，有些人在婚礼之

前根本就不认识（UPI/Bettmann Newsphotos）。



然而招募活动一如既往。在美国有多达1万名以上的信徒致力于以

传统的方式招募新成员。另外有4～5万名统一教会成员遍布全国各

地，过着主流社会的生活，教会组织在韩国及其他国家正在不断壮

大。

极端正常的社会影响。是什么原因使得统一教会的征募手段如此

奏效呢？并不是群体的催眠术或洗脑。统一教会的成员并不是木讷呆

板的僵尸，教会中也不存在任何身体上的强迫。与某些流行的传言恰

恰相反的是，统一教会的农场和聚会地点周围既没有尖刺的铁丝网，

也没有武装的卫兵，更不见口念咒语，神通广大的演说家诱惑这些年

轻人踏入此路。大多数被招募者从未直接接触过文鲜明本人，而他自

己也并不具备与人交流的卓越才能。我们可以从正常的心理学过程来

理解这种导致相当快速的宗教皈依的社会影响技巧。有两个原因使得

这种皈依看起来具有戏剧性和“异常”。首先，大多数受到教化的年

轻人都有一种被疏离和孤独的感觉，或是对自己的未来感到焦虑不

安。的确如此，统一教会招募者所寻找的目标便是这些看起来孤独无

望，无生活目标的年轻人，尤其是外国留学生以及假期旅行者，所以

最可能被招募的对象往往特别容易接受任何关注和友爱的攻击，容易

相信这个教会可以将他们引向更美好的生活。其次，这些招募手段的

数量和多样性也有利于产生这种极端影响的效应。一般来说在一种特

定场合，我们只遭遇到一种影响技巧。而统一教会的招募者则是将所

有影响武器悉数尽用，全方位攻击其影响对象。

在随后的章节中，我们将逐一细致地探讨这些影响手段的心理学

内容。也许当谈到这些典型的招募手段时你已经意识到一些。这其中

包括（1）从小小的许诺开始逐一升级，每一步升级，被招募者都必须

为此找到借口（首先是晚餐，然后度周末，然后是逗留一周，最后是

把你的钱都给我们）；（2）屡次的具有说服力的论证为令人烦恼的个

人问题提供明确易行的解决方法；（3）强大的群体动力——包括这些



令人愉快、可以和睦相处的会员的强大阵容和他们的吸引力；（4）使

被招募者忙碌于信息交流和活动而无法顾及提出异议；（5）积极强化

（微笑，美食，以及特别关注使人感到备受瞩目）等等诸如此类的技

巧。

这种对多种人际影响技巧的综合运用绝不仅仅局限于宗教组织。

这种教会招募人员的方式与戒酒俱乐部帮助酗酒者与酒绝缘的做法极

为相像（Galanter， 1989）。在这个高度成功的自助组织中，有各种

形式的宣誓仪式，群体对个人的说服使后者信奉严格的教义，改变个

人的生活方式。而不利的一面则是，某些恐怖主义分子组织也奉行这

个统一教会系统。

这种社会影响是否合法呢？宗教异教组织，尤其是统一教会，在

1988年又在新闻中隆重登场——话题则是有关加州最高法院对前统一

教会成员戴维·摩尔科（David Molko）和特雷西·利尔（Tracy

Leal）诉讼案件的裁决。这两个人曾分别被统一教会招募并灌输教

义，其方式正如我们前面所描述的那样。他们作为自愿和积极的被招

募者，在位于北加州的统一教会农场逗留数月之久，并最终成为该教

会正式成员。他们前往不同的营地和村庄去接受专业性训练。俩人也

都回到城市以沿街贩卖鲜花的方式为教会募捐。

摩尔科27岁，刚从法学院毕业，他参与教会活动6个月，捐献自己

的6000美金给教会头目，通过教会的赞助选修律师资格考试的复习课

程，并参加律师资格考试。利尔是一名19岁的大学生，加入教会4个

月。他们在执行教会任务的时候被其父母所雇的“反灌输”工作人员

劫持。通过反灌输教育，两人都同意离开教会。随后他们决定起诉教

会使用欺骗和洗脑手段引诱他们入会，非法地限制他们的活动，使他

们遭受精神创伤。



法庭基于此诉讼违反宪法而不予审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禁止

对宗教信仰和思想自由予以干涉。而统一教会作为一个真正的宗教，

只是表达其宗教思想，以及招募会员。上诉法庭因此赞同上述决定。

但是，加州最高法院在1988年10月推翻此项决定，法庭的裁决是摩尔

科和利尔有权对教会欺骗行为和自己所受精神创伤起诉，但不可以对

被非法限制行动起诉。法庭认为，教会所使用的“强制性说服或精神

控制性的高强度的方式”，很可能造成了摩尔科和利尔“无能力作出

不加入教会的选择”（Mol�ko/leal v. Holy spirit Association，
1988，《旧金山时报》， 1988年10月18日）。

这项裁决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什么构成“强制”？什么是“精神

控制”？这项裁决向心理学家，同时也向一个民主社会的公民提出了

一个共同的问题：什么情况下自由意志指导我们的选择？什么情况下

不可抵制的情境势力决定我们的选择？仔细思考一下这个案例。不

错，在摩尔科和利尔的被招募过程中，统一教会的活动主持者运用他

们所谓的“天堂的欺骗”手法，并在被招募者询问时隐瞒其统一教教

会成员身份。但是几天之后，他们已经被告知在与何人相处，而且继

续逗留数月之久。两人在法庭上公开承认他们曾被告知可以自由离

去。没有任何证据或认证表明教会曾对他们施用暴力强迫。摩尔科和

利尔都回忆起当初如何对是去是留举棋不定，而最后做出逗留更长时

间的决定。他们同时回忆当时面临很大的社会压力，而且承认在当时

也意识到这种压力的存在。既然他们意识到是这种压力在驱使他们做

出决定，难道他们没有理由去抵制这种压力吗？矛盾的是，他们最后

离开这些“捕获”他们的人的过程却是强迫性的。

统计数据有时可以帮助展现事实。你可能还记得只有不到10％的

被招募者选择加入，成为统一教会会员。更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在这

不到10％的人群中，相当一部分人在被招募前就已经倾向于类似统一

教会的思想和生活方式（Barker， 1984）。从这些事实很难推论摩尔



科和利尔所遭遇的这种神秘的高压强制力量，会使几乎所有面对它的

人不可抵御。由于惧怕对宗教自由的侵蚀，很多传统教会在这个问题

上站在统一教这边。还有一些“法院之友”提起法律诉讼，力辩如果

当事人没有受到身体上的限制或处于危及生命的境地，就不可能构成

“强制性说服”。

尽管目前我们不会在高压强制问题上倾向任何一方，但是我们可

以肯定地说，统一教教会很协调地运用了大量人际影响技术来争取皈

依者。众所周知，这些技巧很是奏效，特别是当被巧妙地组织成一套

和谐的程序时，可以在某种情形下诱使某些人产生极端性的变化。然

而，统一教会的技巧并非什么“外来物”，也不是统一教会所独有。

人们在很多的影响情境中使用这些技巧，极少人认为它们具有高压强

制性，更没有什么“精神控制”。从高压推销，到协同努力劝说人们

不要酒后驾驶，到拒绝毒品，到安全性生活，有效的社会影响技术被

有意识地、大量地运用于几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

争议的关键问题是：（1）在什么情况下“典型和通常”的心理压

力成为了异常和不公正的，或是过于强大以致常人不可抵御；（2）当

一个人没有受到身体上的限制时，我们可否说他或她在某种情境下失

去抵制或逃避的自由？但是话又说回来，难道不正是对情境的主观解

释（见解）指导着人们的行为，造成“天堂般的地狱或是地狱般的天

堂”吗？随着你对社会影响过程的了解，这些都会成为值得深思的话

题。而现在，摩尔科与利尔诉讼案的裁决突出了社会影响的潜在力量

和复杂性。对此我们将在本书中进一步解释和阐述。

交流与说服：“山姆，再说一遍”

一个强有力的演说可以影响许多人，而一个人一个人地施加影响

则要费力得多。人际影响需要花费很多功夫因此效率不高。但是通过



巧妙用词即所谓的雄辩术（rhetoric）则可以有效地影响庞大的人

群。这种技巧鲜有人能娴熟运用。而那些精于此道的人则可以推动世

界前进。不幸的是，他们也可以让世界倒退。下面所列举的例子就是

这样的雄辩家。包括被世人尊敬的，也有被世人鄙视的。

自由之声：马丁·路德·金。他的演讲对无数人来说至今仍余音

缭绕。“我一直到山顶，看到了一片净土”“我们必胜！”“我有一

个梦想”，“自由了！自由了！感谢全能的上帝，最后我们终于自由

了！”称马丁·路德·金为雄辩家并非言过其实。他是20世纪50～60

年代人权运动的核心领袖，其领导才能和贡献表现为多种形式。他写

书，领导游行，组织和平抗议和联合抵制活动，曾被小人算计，也曾

为信仰受监禁之苦。而他的雄辩口才，胜过其他任何才能，开创了美

国种族关系历史上的社会革命。他的言辞之强有力，可以唤起广大听

众——无论黑人和白人、穷人和中产阶级——的巨大情绪震动，唤起

人们的行动。他的演讲影响了大批的听众，使他们投入非暴力的人权

运动，以非武力方式面对枪口、警犬和警棒。正如圣雄甘地在印度领

导的非暴力反英运动一样，马丁·路德·金证明了语言的威力胜于刀

剑。

在马丁·路德·金的演讲技巧中，究竟是什么使其如此独一无

二，给人印象深刻？当然，作为演讲家，他言语流畅，行动活泼，作

为一个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传教士，他的布道震撼人心，唤起听众

的感情共鸣。他可以娴熟地将非言语的“声音”传递给听众。他的表

情和声调——无论是表达愤怒、同情，还是快乐——都和他的言辞密

切相应。听他的演讲，你绝不会感受到任何伪善或冷漠。恰恰相反，

你感受到的是一个献身理想，一个对更美好的未来社会充满激情的

人。金也很善于观察听众的反应。他有时停顿，让一时感到敬畏的听

众细细体味，然后声调渐渐提高，将听众逐步带向高潮。这是他演讲

术的突出标志。像其他伟大的演讲家一样，他使传达的信息简明易



懂，直截了当，不时重复关键性字句，以使听众能够同声共鸣。在本

书后面章节，我们将对非言语信号（包括声调、表情等等）的重要性

详尽阐述。

一个与各种听众都心有灵犀的沟通大师：1963年，马丁·路德·金神父在做题为

《我有一个梦想》的著名演讲。

马丁·路德·金的演讲内容对其演讲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同样起着

关键的作用。他是个敏锐聪颖的天才演讲家，他明白他的听众已经和

他有共同的立场和目标。他有效地利用这一点，在阐述他自己的希望

和信念时，用“我们”和“我们的”这样的字眼。通过运用关键性词

句和团体性暗示等方法，使听众感到自己是一个重要运动中享受特权

的成员——一个站在梦想起点的成员。这样有助于使听众从一种单纯

的赞同变成志愿的行动。同时，观众的欢呼具有的感染性可使不少中

立者发出赞同的呼声。这便是他的“主场优势”。

电视和广播拥有更广大的听众和观众——沉默的大众，但他们并

不全都热心于金所关心的事业。金作为说服者的杰出之处，恐怕是他



如何使他的广大听众认同并支持美国黑人人权解放。在他的演讲和布

道中，金“强调他自己与听众，人权运动与听众的共同之处”——都

是基督徒，都是美国公民，一个象征着信仰个人自由的国家。金一再

地提醒他的听众，自由是犹太基督徒和美国人民的共同理想，争取种

族平等的运动是神圣公正的行动，正像为世人称道的以色列人的后

代，早期基督徒和移民美国的英国清教徒所从事的斗争一样。他的演

讲中不乏圣经语言，也常引用著名黑人传教士和深孚众望的政治家的

言论，诸如约翰·肯尼迪，这些众所周知、广泛引用的话语论题会在

绝大多数听众中引起共鸣。这种将新思想同为人熟知并赞赏的思想相

结合是对修辞学的绝妙运用（Bettinghaus， 1980）。总之，金运用

听众认同的语言将自己的演讲与宗教、文化和爱国主义精神相一致

（K. D. Miller， 1986）。金运用娴熟的两个决定说服成功与否的关

键因素是：（1）建立演讲者和听众之间的感知共同性；（2）在人们

的意识中创造一种积极的联想。后面章节中我们将详细探讨这两个因

素。

让信息被听众一听就懂是更为关键的下一步；而金在让听众理解

其宣传内容方面十分内行。修辞学家们观察到，尽管金拥有高等教育

背景并擅长词语表达，他的言辞中却总是融入许多日常用语，被称为

“圣经方言”（Marbury， 1989）。他将通俗易懂的语言巧妙地与圣

经中的引语和主题融为一体，清晰地传达给教民听众。他使听众容易

理解并重复他的观点，鼓励他们将所听到的东西齐声重复——一种被

称为“呼唤和反应”的技术。听众了解到所传达的思想，相信它，进

而改变自己的思想，然后将之付诸行动。

卓越的沟通大师：罗纳德·里根。前美国总统里根的讲话也具通

俗易懂的特点。这一点很能说明他为什么以卓越的沟通大师而著称。

他所表达的观点很是简单：如果我们每个人都遵纪守法，回归根本，

一切都将平安无事。据近期几项心理学家研究，这种积极乐观的主题



很能博得人们的欣赏（Zullow et al.， 1988）。但是，使里根及其

政策广得人心的原因则是他将他的观点传达给民众的方式。讲话时他

的面部表情诚恳并稍显迷惑，仿佛在说，“我并不明白为什么人们把

这事弄得如此复杂；任何有常识的人都该知道……”在20世纪80年

代，有很多选民认为自己具备常识，而且他们很高兴有这样一位领导

人物与他们有同感（而不是坠于那种抽象说教的云雾之中）。里根那

种平稳流畅的语音也同样给人以舒适感。同时，里根还具备一种典型

的有魅力的交流者的素质（Baron&Byrne， 1981）。他对社会趋势和

变化高度敏感，在其就职期间，正是美国中产阶级抨击强大的政府、

自由主义以及越战期间“非爱国主义”情绪的时期。他熟练自如地将

“寻回骄傲、价值和爱国精神”这一主题编织到他的公开讲话中，没

有高调，也不深奥难懂，但却效果颇佳。

简明直接的信息和真诚的面孔，使得美国前总统里根成为了“卓越的沟通大师”

（UPI/Bettmann Newsphotos）。



值得一提的是，里根有过职业演员的训练，这使他面对电视镜头

时表现自如，而他的许多政敌，如卡特和蒙代尔，却有些惊慌窘迫。

每当面对镜头，他就像在面对南希的笑容交谈。而他的对手们好像面

对一个黑洞，如同看着他们的汽车贮物箱。

这里我们谈及了两位影响深远的演说家——马丁·路德·金和罗

纳德·里根。他们在演说中所表现的情绪截然不同。金是一个感情激

烈的传教士，而里根则显得言语轻松、平易近人。他们与听众交流的

方式完全不同，但其背后，我们看到他们主要的共同点在于乐观的思

想主张，显而易见的诚恳态度，表现出与听众的一致和相似，以及信

息的简洁清晰。历史一次又一次地证明，如果这几种成分搭配恰当，

它们就是强有力的推动者。

毁灭性的辩才：阿道夫·希特勒。从消极意义上讲，强大的说服

力可以产生毁灭性的影响。希特勒便是一例，这个小个子无论是形

象，还是气质都与马丁·路德·金不可同日而语。最起码，在人性和

道德方面他的理想和行为恰与马丁·路德·金背道而驰。但是，希特

勒却有一点与金相似：可以感动听众——极广大的听众。他演讲时情

绪激动，以抑扬顿挫的音调取得最大效果。他紧密联系当时德国人民

的思想情绪——受挫的爱国主义自尊心，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羞辱

性惩罚导致的怨恨和挫折感。正如其他杰出的演说家，希特勒恪守一

个如今仿佛是作政治演讲必循的神圣箴言：简明为佳。用希特勒自己

的话说：

“听众的接受能力极为有限，他们能懂的很少。另一方面，他们忘性极大。既然如

此，有效的宣传必须集中局限于很少的几点而且一定要用标语口号的形式来表现，直到每一

个人懂得这个口号的意义。牺牲这一原则而去追求全面，就必然使有效的宣传工作付之一

炬，因为人们不能够消化或记住讲给他们的东西。”（Hitler，1933，p.77）

除了他的演讲术之外，希特勒还有一个绝招，这个可以算作是他

的特殊创造，那就是演讲场面的壮观宏伟。你已经看过关于纳粹德国



的新闻影片以及数不胜数的电影片断：成千上万踏着正步的军人，巨

大的红色条幅高悬在威严高升的讲台之上，神秘（令人毛骨悚然）的

聚光灯，瓦格纳歌剧进行曲。所有这一切都唤起一种震颤的情绪，把

一种强大的权力感和重大历史意义传递给置身于集会的德国人。这些

情绪和力量就与希特勒以及他最终毁灭性的观念密不可分。

希特勒通过壮观的场面来强化他的信息中的情绪成分（UPI/Bettmann

Newsphotoes）。

奎尔特（Qualter， 1962）曾在其专著《宣传与心理战》一书中

对这种壮观场面的布置做过如下描述：

希特勒和戈培尔所设计的制服、条幅、旗帜和标志全都是纳粹德国宣传机器的所属，

他们用这种强有力的行动来提高强有力的语言的作用。会议绝不仅仅是人们聚在一起演讲的

场合，它们被精心策划而达到戏剧性效果。周密设计的布景、光线、背景音乐以及入场和出

场的时间将本来已经欢呼口号、热情高涨的听众的情绪推向颠峰。（p.112）

有趣的是，即使在今天，希特勒在这种壮观场合下的演讲仍然吸

引人们的注意——即使是那些对德国人一无所知的美国学生！由此可



见，这些权威的交流者所传递给听众的除了语言外，更是其强大的个

人力量。

致命的说服力：吉米·琼斯。希特勒领导纳粹德国发起残酷的战

争，使世界支离破碎，他的宣传所到之处，遍地死亡与破坏。更近

期，另一位具有超凡魅力的宗教领袖——一个与希特勒相比毫不知名

于世的基督教牧师——说服教徒们做出不可思议的事情：毒死亲子，

自寻短命，杀害不从命的其他教徒。此惨案致使913人丧生，包括200

多名儿童。这个令人震惊的数字在现代自杀史上没有先例。

惨案发生时间距今不远，1978年11月在南美圭亚那的一个偏僻社

区，这个社区名为琼斯镇，于1974年由一个名叫吉米·琼斯并自称是

预言家的传教士所创建。被琼斯命名为“人民圣殿”的宗教组织，从

旧金山迁至此地，隐居并寻求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支持。当听说该组

织的成员被虐待时，一名美国国会议员率领记者以及一些会员亲属来

到琼斯镇进行调查。这一行动使当时正吸毒并患热带病和偏执妄想的

琼斯惊恐万分。他想象到自己的阵营将被强行入侵，他将失去对几千

名信徒的全权控制（Galanter，1989）。我们永远也无法证实他的想

法究竟如何。可能在他扭曲的意识中，真的以为血腥屠杀已经临头而

恐惧万分。琼斯对访问团热情款待，并答复所提及的问题。琼斯试图

掩盖他对其信徒的恶梦般的宣传，而其表演险些瞒天过海。直到一小

部分教徒提出要随雷恩众议员回美国时，琼斯才露出马脚。议员与其

随行人员即将登机离开圭亚那之时，琼斯派人前去阻拦并暗杀这些

人。与此同时，琼斯召集所有信徒，以其出色的口才，首先描绘出一

旦暗杀计划暴露，美国军队行动的恐怖后果；接着描述“革命自杀”

之荣耀，在另一个世界可以找到和平和公正。最后，他命令集体自杀

开始。当他的命令执行后，琼斯或是开枪自打，或是指使他人对他开

枪。



让我们来想象一下这种不可思议的情景：吉米·琼斯站在那里满

口谎言，做着他的最后布道，几百名教徒则步步移向一个饮料桶，桶

内盛满了搀有氰化物的饮料，每人喝下递给他的一杯，成人强迫自己

的孩子先喝下去。要让每人都喝致命的毒饮，将近千人的长队不是一

时半会儿就可以完成的。排队等候的人无疑要观察到前面已喝下毒药

的人垂死挣扎，尤其是儿童的惨叫和哭喊——这些孩子们不愿喝带有

苦味的饮料，似乎意识到喝下它的后果。即使如此，队伍依旧循序移

向饮料桶。据仅有的几位幸存者回忆，少数不愿服从命令的教徒被强

迫注射了氰化物。但绝大多数教徒在没有被施加强迫的情况下自愿殉

教。随着队伍向前移动，教徒们向被称为“爸爸”或是“关爱的父

亲”的伟大领袖献以感人的褒奖，然后为他而死。这一切怎么可能发

生呢？

由于琼斯认定自己会留名于世，他录下了累计长达几百小时的演

讲和会议录音带。琼斯镇的最后时刻被从头至尾记录了下来，而录音

听得人毛骨悚然。随着惨案被公开于世，人们明显地认识到如果没有

琼斯的竭力劝诱，这个集体自杀的惨剧是不会发生的。从录音中你可

以听到，他的声音平稳，同时根据需要调整语气，时而缓和，时而恭

维，时而明确。你也可以感觉到他玩弄听众的手腕成熟到极点。当

然，琼斯已经掌控了他的信徒。用影响心理学的术语来讲，琼斯是一

个可靠的、可信任的、权威的信息来源。他的信徒因为从一开始就与

主流文化有隔阂，很容易转而相信他的哲学——一种所谓的社会主义

和宗教信仰的混合。由于与没有受过教导的外界团体的隔绝，琼斯镇

到了1978年已经完全接受了琼斯的世界观。根据这个观念，“爸爸”

就是耶稣、菩萨的化身，因此也是他们应该为之贡献自己生命的偶像

（Galanter， 1989）。与统一教派一样，人民圣殿教每一个成员的心

理环境是被认真控制的——只是人民圣殿教派的观点更加极端，因此

控制也更加强大。



但你又如何能“推销”自杀这个概念呢？琼斯首先使用了他的信

誉，在他宣布自杀计划的时候，他提醒他的听众，他从来没有让他们

失望过，他给了他们和平和幸福，他爱他们，而且试图给他们好的生

活。他鼓励他的听众去发表意见，但是有策略地选择那些他认为能够

有效支持他观点的人。因此，我们所听到的就是那些感谢“爸爸”的

发言。

琼斯的自杀 演讲有我们沟通理论所称的问题解决结构

（Bettinghaus，1980）。琼斯首先找出了问题。他告诉他的信徒，国

会议员会被一个愤怒的教徒成员杀害（实际上是琼斯自己下的指

令）。所以美国的军队将要侵占琼斯镇，会把他们全都杀死，而且是

从儿童和老人开始。对这一问题没有任何其他的解决办法，只能是自

己殉身以防止大屠杀的悲剧。然后，他利用各种方式来产生最大的说

服效果。现在的问题就变成了如何保护教徒中的弱小成员。琼斯声

称：“要对儿童和老人友善。”那么整个情形就变成了如何决定自己

的归宿，而不由外面的势力来加以控制。琼斯说“伟大的耶稣曾经说

过，自从有人类以来，别人不能剥夺我的生命，而只能是我自己贡献

我的生命”。然后琼斯又说：“我们不是自杀——我们是革命”。从

雷鸣般的掌声中可以看出，琼斯对这个行动的重新定义不光被信徒所

接受，而且鼓舞了他们。他已经创造出一个大家都接受的新现实。尽

管这个现实是疯狂的——但应该指出的是，他宣传这个恶毒邪恶观点

的方式与一个公共卫生的官员希望人要多锻炼和提高自己的心血管功

能的方式没有太大差别。

问题解决结构也能强化“我们”与“他们”的对立心态。而这正

是很多人民圣殿教徒的思维方式，琼斯向他们描绘了一幅美国敌人将

要屠杀信徒的悲惨景象，激发了这些人强烈的情绪反应，产生了接受

和防止这种悲剧的需要。而在这种情绪沸腾的气氛中，理性思维会逐

渐消失，琼斯确保了这种情绪沸腾的产生。



而且，琼斯非常狡猾地消灭掉了异议者。他首先请这些人发表意

见。当一个能说会道的年轻妇女与之辩论可避免自杀的其他解决方案

时，琼斯所表现出的是一种支持和公平的态度。他说：“我喜欢你，

克里斯蒂娜，我一直就很喜欢你。”然后他拒绝她的观点，而且激发

观众的兴趣，使得那些他最忠诚的信徒走上来公开怀疑她的忠诚。最

后，她的意见被否决——由于她的失败，琼斯赢得了这场辩论。而他

的信徒却葬送了他们的生命。

当所有的信徒接受了琼斯的这种所谓的“最后解决方案”，即每

一个人都开始喝下毒药时，琼斯开始表达对那些犹豫不决的人的不

满，他不时地用平稳的语调来说服他们“与你的孩子一起去做。我觉

得这是很人道的，而且没有什么痛苦。”不时又像一个失望的家长，

表达出不耐烦的语气：“应该死得有尊严，别这么婆婆妈妈的。”

从最后的分析来看，琼斯富有煽动性的演讲在剥夺上千名普通美

国公民生命这一悲剧上起到了极大作用。他用他令人感动的言辞来赢

得声誉，然后利用其声誉和言辞影响他的信徒去牺牲自己的生命。历

史上很少有这样让大多数群众服从宣传者的例子。因此，我们都应该

汲取琼斯镇的基本教训——这就是社会影响的作用——来防止这样的

人类悲剧再次出现。这也是我们要写这本书的一个目的。

也许我们不太容易找到一个更好的，或者更恶劣的，有说服力的

沟通所带来的具有生与死意义的影响的例子。但是如果我们阅读本书

的第三章和最后一章有关大众媒体的影响，就会发现，至少，从长远

来看，这种影响作用具有生和死的意义。而这些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是

与我们如何应对日常生活中碰到的习以为常的影响密切相关的。

大众媒体的影响



想象你在你工作的政府办公大楼的一间舒适的会议室里参加一个

管理层的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十个人，其中六个人，在会议开始后的

半小时内起码抽过一支烟。而另外四个人，几乎是一直不停地抽烟。

你作为一个不抽烟的人，对这种情形几乎已经忍无可忍了。通常情况

下，抽烟不是特别让你讨厌，你身边也经常有抽烟的人，而你可能连

烟味都不会意识到。但是这个会议室实在太小，空气流通也不好，所

以你受不了这个烟味，甚至嗓子都有点发痒。但不知为什么你想都没

有想过，请这些“烟囱们”不要抽烟了。你是孤立的，你是不同的，

谁愿意为这事去得罪大家。

这个情况也许看着非常奇怪，确实是这样。现在的大学生，可能

很难想象当大多数人在抽烟时，不抽烟的人被迫保持缄默，不然就会

被团体所厌弃。但是，这种烟雾缭绕的会议室，正是不久前大多数的

管理层会议的真实情境。抽烟是潮流，因为它时尚、性感和成熟。如

果你不相信我们的话，请去录像店租一些老电影——比如说像《北非

谍影》（又名《卡萨布兰卡》）这样的经典影片——并数一数其中的

抽烟场景。

确实，自从哥伦布把烟草从新大陆带回西班牙，有很多人公开反

对抽烟这一陋习。1604年，英格兰的詹姆士国王就发动过一场禁烟运

动。200多年以后，香烟在英格兰泛滥，当时的维多利亚女王公开地批

评这一陋习。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禁烟组织发动过不少

激烈的禁烟活动。特别是在19世纪60年代禁止大规模生产不健康的香

烟。这些组织声称，吸烟对健康很不利。有些国家甚至把吸烟列为违

法行为。有关禁烟运动的辩论，在报纸和杂志上随处可见。

但是，早期的禁烟运动根本就没有对社会大众产生任何效果。事

实上，它们经常在公众的意见中居于下风。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



早期，香烟在西方世界得到史无前例的普及。我们的大众媒体，不断

地灌输给我们香烟是幸福生活的一部分的观念。

从魅力到怪异，吸烟是如何失去它的吸引力的。所有这一切始于

1964年美国卫生部长的报告，第一次将吸烟和肺癌连在一起。在20世

纪50年代，18岁以上的美国人中有一半都吸烟。大多数男人都吸烟。

到60年代末，这个数字降到了42％。到了70年代末，这个数字降到了

35％。到了1985年，只有不到31％的美国人吸烟（Shopland&Brown，

1987）。在成人的环境中，吸烟现在已经成为不受欢迎的举动。在美

国，很多公共场合和飞行航线上，吸烟都是非法的。现在吸烟的举动

不光会引起旁人愤怒的藐视，而且会受到维护新鲜空气权利的支持者

们的谩骂。20年内，这样的变化可谓惊人。吸烟者现在已经成为怪异

的少数人。

这种巨大的变化显示了社会影响的作用。这种影响是通过大众媒

体无时不在的无情的宣传达到的。与早期禁烟运动不一样，60年代兴

起的禁烟运动是通过电视、广播电台、杂志、报纸和各种形式的宣传

方式来进行的。美国人不断地观看和倾听宣传吸烟有害的广告。而且

这一禁烟运动得到了联邦政府和医疗界正式和高度的支持。而二者对

普通人而言都具有很高的可信度。早期医疗界对禁烟的看法是很不一

致 的 。 但 这 一 次 的 禁 烟 ， 确 实 得 到 医 疗 界 的 普 遍 支 持

（Troyer&Markle， 1983）。因此，吸烟带来的健康风险，就变成了

我们不得不讨论的问题。

在这样的支持和赞许条件下，大众媒体的禁烟广告就产生了巨大

影响。关于大众媒体如何影响人们观点的课题，在本书的第4、第5和

第9章中会有更深入更全面的描述。但你可以直观地想象到，正确的反

复强调的信息可以塑造我们的想象、恐惧和注意。不断产生的对癌症

和心血管疾病的恐惧，成为戒烟和不吸烟最强大的动机。同时，它也



终于使禁烟组织可以称吸烟者为变态，而且让这一称呼坚持下来

（Troyer&Markle，1983）。虽然美国癌症协会和肺医学学会只告诉我

们“吸烟对你不利，请不要吸烟”，但有些组织像“反对吸烟者污染

空气组织”（GASP）就不断宣传被动吸烟的危险。他们会说：“吸烟

对身边的人也是不利的，不能让吸烟者这么做。”如果你还记得80年

代的情况，你就知道人们不断地宣传后面这个信息，越来越多的人相

信这一信息并不断地引起对吸烟者权利的限制，最终破坏了吸烟者的

公众形象。

那么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吸烟呢？吸烟人数的下降，以及大众媒

体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是非常引人注目的。每年，有将近150万的美国人

开始戒烟。但是，也许还有一个更应该让人注意的方面，那就是尽管

大众媒体对吸烟有如此大的影响，吸烟的人还继续存在。香烟公司的

市值也蒸蒸日上。每年还有125万美国人开始吸烟。这其中包括新的吸

烟者和一些戒烟后又开始吸烟的老烟鬼。

我们可能还要考虑一些其他现象。如果你想象一下，所有对戒烟

运动有利的环境因素，它应该有足够的力量把吸烟者从这块土地上清

除掉。这并不是说戒烟运动的数据有了错误，香烟确实能杀人、害人

和伤人。1984年，美国的公共卫生服务局估计，香烟每年在美国会引

起35万例的早产。美国卫生部长1990年估计，香烟引起39万例的死

亡。有些估计甚至高达48.5万例（Ravenholt， 1985）。吸烟在可以

控制的死亡因素中排第一位，也是我们最关注的健康风险因素。但

是，吸烟的人数还是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平均起来每个美国成人每年

会消费掉3500支香烟。那些一天要抽一盒烟的人在10年内大概花费了

7000美金来维护这种致命的习惯。与吸烟有关的疾病，大概花掉了500

亿美元的医疗和保险费用，导致了超过400亿美元生产力的损失

（Davis， 1987；Sullivan report to Congress， 1990）。经过多

年的积累，你可能认为吸烟应该成了过去的事情。



你错了！数以千万计的美国人和世界各地的人还在吸烟。31％的

美国人吸烟，而其中的90％知道吸烟的危害性（Shopland&Brown，

1987）。当然你会说，要戒除生理和心理的成瘾是很困难的。不是所

有的长期吸烟者都很难戒烟吗？事情不完全是这样的。每天有上千人

加入吸烟大军。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青少年。每天，每5个青少年中就

有1个开始吸烟。20世纪80年代这一数据基本没有变化。发生变化的是

越来越多的女性青少年开始吸烟。在人类的历史上，第一次发现女性

青少年吸烟者超过男性青少年吸烟者（Davis， 1987）。吸烟人数在

女性青少年中不断增加。在一般成人中女性吸烟者的人数保持稳定，

即使男性吸烟人数在下降。因此，在不远的将来，在所有青少年和成

人中，女性吸烟人数会超过男性。

也许日常生活中这种死亡习惯的持续存在是我们这个时代大众媒

体影响力的奇迹——这种奇迹完全是由富有而且强大的烟草商所创造

的。他们有足够的财力支持最有诱惑力和创造力的香烟广告。而且他

们的营销计划也是举世无双的。1984年，烟草商在香烟广告和宣传上

花费了21亿美元——7倍于他们在10年前的广告费（David， 1987）。

到1989年，这一数字已经增加到30亿美元，超过了居于第二位的广告

产品——药品和酒（Blum， 1989）。因此，我们现在谈及的是拥有大

笔金钱和极为精明的人。他们知道如何创造能改变现实的形象，以及

如何引诱美国人实施自杀性的行为——就像琼斯所做的那样，只是程

度轻得多。

健康、强壮和自由的形象。烟草广告公司对付吸烟的健康警告的

策略，就是推出低焦油和低尼古丁的香烟。就像我们将在本书中经常

看到的那样玩弄辞藻（双重解释性），这是许多社会影响策略的常用

伎俩。吸这种“轻”香烟，对健康影响较小，很容易被理解成更健

康，至少是更安全。比如说一个有名的前卫香烟的广告中，一个健康

英俊的男人说“我听说高焦油香烟不好，所以我开始吸低焦油香



烟”。显然，这样一来，你不可能说低焦油香烟不好，当然也不能

说，低焦油香烟就会导致癌症。

最近，低焦油和低尼古丁的广告策略又有了变化（Altman et

al.，1987）。现在的广告只是让人对老品牌的香烟和新的美国人喜欢

的活动和健康方式产生联想。“新港”香烟鼓吹的是快乐的生活。仅

从广告上看，香烟和许多人们喜欢的娱乐活动联系在一起。“温斯

顿”香烟的口号是“温斯顿，成功的口味”。“万宝路”的口号是

“新精神”。滑雪者会发现“阿尔卑斯”香烟的口号是“高峰新体

验”。所有这些从事积极活动、看上去很健康的人怎么会冒着损害健

康的危险去吸烟呢？

香烟的销售商们推出了特别针对妇女的香烟——专门的品牌。当

“弗吉尼亚”牌轻巧型香烟第一次推出时，它的口号是“宝贝，你终

于来了”。它很巧妙地把吸烟和妇女解放运动联系在一起，使吸烟不

再受男性和由男性制定的社会规则所左右。这是一则成功的广告。不

过，其设计者全是男人。在此之后，一大批针对女性吸烟者的香烟汹

涌而来：夏娃、Silva Thins、Salem Slim Lights、Satin、Ritz——

以及现象的超级轻巧。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小巧，过滤烟嘴，专门设计

的漂亮商标。它们的形象是鲜明的，就是要表达吸烟让你看起来苗

条、小巧、新潮和时尚。

性感也是另外一个常用的广告主题。衣着暴露的女性和浪漫的背

景是20世纪70～80年代香烟广告中第二种最常见的情境，仅次于娱乐

广告（Altman et al.， 1987）。

宣传和市场策略。鼓励吸烟的努力不光是创造这些形象突出的广

告，广告商同时还非常认真地研究把广告放在什么地方。年轻人爱读

的杂志（如《滚石》）中刊登的香烟广告都是与体育运动和生机勃勃

的活动有关的。成年妇女读的杂志（如《时尚伊人》中）是宣传浪



漫、小巧和独立的广告。而香烟的广告牌，就经常出现在蓝领工人和

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因为这些人大多都吸烟。整个市场计划看起来

是经过仔细研究的。确实是这样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赚更多钱。

从60年代开始，烟草公司赞助重大体育和文化项目的比例大幅度增

加。“弗吉尼亚”轻巧型香烟就首先赞助了职业女子网球巡回赛。他

们也第一个提高了女子体育项目的奖金和公众关注程度。也许你会

问，为什么一个烟草公司也会每年给参与贫民区发展的人颁发“库尔

成就奖金”，或者为什么一个烟草公司会赞助拉丁民族的街道联欢，

以及室外的爵士音乐节，或其他能够悬挂烟草公司商标的活动。它使

人不得不想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回报一下，这些烟草公司花了这么多钱

支持我们社区的活动。赞助这些活动使烟草公司的形象得到正面宣

传，很像黑手党头目给小教堂的大笔捐款。



致命的形象：香烟广告试图帮“喜欢吸烟的人”将吸烟与快乐、体育、音乐、性、

浪漫、高贵和自由联系起来（Both：Annie Hunter/The Image Works）。

记者和名人的帮助。烟草公司的形象制造也得到了其他大众传媒

的帮助。你有没有注意到几乎所有的音乐录像中都有吸烟场景？有没

有想过麦当娜和她的朋友在MTV音乐颁奖会上公开吸烟的行为会对上百

万偶像崇拜者产生什么影响？在影片《白夜逃亡》中，米哈伊尔·巴

雷什尼科夫疯狂地抽烟和跳舞会给大众带来什么影响？当记者和评论

家们论及吸毒和艾滋病导致名人死亡时，却很少提及篮球明星巴特



“每天三包烟”的恶习造成他51岁时死于心脏病。大众媒体在传播戒

烟信息的同时也试图说明吸烟还有一些正面的作用。比如，很多重要

人物都吸烟，或者相对于一些真正的社会问题（吸毒、不安全的性交

等），吸烟只是一种次要的不良行为。大众媒体和烟草界勾结在一起

的主要原因在于杂志和报纸需要收取大量广告费用，就像政客和国会

需要通过香烟税收来支持联邦和地方政府的费用。他们需要这笔钱。

因此，他们要抵制任何想要人们停止吸烟的企图。

媒体搭建了舞台。我们利用吸烟这个问题来说明大众媒体对人的

行为和思想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必须承认，吸烟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

响。比如说同伴压力（特别是青少年受到的同伴压力），尼古丁的成

瘾作用（特别是当吸烟已经变成习惯时），以及吸烟所得到的生物快

感。但请注意，由麦迪逊大道和好莱坞创造的吸烟的正面形象使吸烟

者转而成为施加同伴影响的人，或自认的成瘾者。

烟草工业的煽风点火。烟草工业还在不断地想出点子使它们的商

机蓬勃向上。在使用过低焦油和低尼古丁的口号后，现在的口号是低

度吸烟。近来弗吉尼亚轻巧型用整版广告宣称低度吸烟的轻巧。“再

见了，重度吸烟！拥抱这轻度的吸烟！”（ San Francisco

Chronicle，2/20/90）。同时他们也攻击戒烟运动的成员，将他们称

为“戒烟狂”，使戒烟者成为试图控制美国人自由的极端分子。烟草

工业把吸烟从一个健康风险问题，转变成一个公民权利的问题

（Blum， 1989）。吸烟是美国人的自由选择，而戒烟者却试图剥夺美

国吸烟者的基本权利。有关烟草广告的多重功能参见表1.1。

这些广告的受众，也从白人中产阶级男性转变为女性吸烟者、青

少年、同性恋者、蓝领工人以及黑人和西班牙裔的消费者。我们会简

要谈一谈最近针对“豪放女”的香烟广告运动。最后要谈一谈“香烟

的种族大屠杀”。



根据《华盛顿邮报》（1990.2.17）刊登的一则故事，最近一家广

告公司为雷诺德烟草公司推出了一个详尽的市场战略。主要是针对

“年轻的，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被公司称为‘豪放女’的白人妇

女”。针对18～24岁女性的市场竞争变得非常激烈。因为这一人群的

吸烟人数在过去十几年内猛增。而其他群体的吸烟人数则相对在下

降。新的达科他香烟的市场目标锁定“豪放女”消费群，她们的教育

程度不超过高中，很想早点结婚，虽有工作，但没有前途。她们喜欢

旅游和聚会，喜欢跟男朋友一起去参加汽车展览和拖拉机展，喜欢全

部由男性组成的摇滚乐队。因此，这家烟草公司决定成立自己的摇滚

乐团，而乐团的名字就是“达科他”。

“吸烟的种族屠杀”。在1987年美国癌症协会手册上，把试图提

高美国黑人和西班牙裔消费者吸烟率的一整套行动称为“种族屠

杀”，这一点也得到那些批评烟草公司阴险地危害少数族裔居民健康

的人的认同（Blum，1989）。下面我们看一看吸烟对黑人社区的影响

以及烟草公司是如何压制戒烟运动的。然后谈一谈一个针对黑人香烟

消费者的具体例子。

根据癌症研究中心1990年的癌症死亡率统计，美国黑人癌症死亡

率以20～100倍的速度增长，大大超过白人死亡率的增长。在过去30年

中，美国黑人男性的癌症死亡率从每年10万人中有189人死于癌症，增

至每10万人中有250人死于癌症。而期间，美国白人男性的癌症死亡率

是从10万人中的174人增加到188人。美国黑人男性高于白人男性44％

的癌症死亡率，是与黑人女性高于白人女性14％的死亡率一致的。有

关癌症统计数据的种族差异，可以由生活方式如饮食和饮酒的差异来

解释。但是，吸烟率的升高，直接增加了黑人消费者患肺癌、喉癌和

口腔癌的风险。为什么

表1.1　香烟广告的功能



资料来源：Dased on data from Alan Blum， 1989.

他们要吸烟呢？为什么他们会抽得比以前更多，并且有着如此惊人的死亡

率？

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媒体的广告宣传使吸烟对黑人消费者有吸引

力。他们设计出的烟草广告和黑人的价值观相一致。与这类社会影响

相匹配的是烟草公司对黑人社区各种活动的支持。一些针对黑人读者

的杂志如《乌木》、《黑玉》、《精髓》刊登了很多香烟广告。公共

交通站、加油站、洗衣房、电影院和其他黑人常去的地方的广告牌给

黑人社区的很多人带来了收入。据估计，少数族裔社区的广告收入

中，80％～90％来自于烟草广告。像前面提到的，烟草公司对各种社

区活动的资助和奖励，也提升了它们在这个社区的正面形象。这一

切，使一个黑人广告公司的总裁不无忧虑地说，如果他们取消烟草和

烈酒的广告，黑人的报纸和杂志可能无法生存。这也是为什么一个黑

人消费市场杂志的出版商会感叹说：“所有的人都会失去很多，如果

香烟广告不再存在”（Newsweek，2/5/90， p.46）。

这种依赖关系的结果就是，很多针对黑人读者的出版物很少报道

香烟和癌症的关系，也很少报道大众对少数族裔癌症死亡率的关心。

这种缺失，就会导致人们认识不到吸烟的寄生本质。在1986年对1000

个芝加哥居民的调查中，发现89％的黑人受访者和86％的西班牙裔受



访者不知道吸烟是导致癌症的9大风险之一（Dolecek et al.，

1986）。

就像烟草公司用“达科他”计划吸引妇女吸烟，他们也用“市场

细分”策略来让黑人吸烟。这种针对黑人的广告计划，宣传的是黑人

的需求、价值和自我意象。最近在费城地区的黑人就受到一个新广告

的冲击。这种香烟的名字叫“上城”，这个漂亮的广告宣传的是华

贵、时尚和夜生活。广告词是：“上城，你所向往的地方；你所追求

的口味”。

由于社区和政府有关部门对这一广告策略的公开反对，使雷诺德

烟草公司不情愿地撤销了这一计划。虽然黑人社区赢得了这场战争，

但谁也不能肯定，谁将最后赢得这场香烟战争。由于税收和利润因

素，谁也不能说烟草工业将会消失。虽然说吸烟是一种种族灭绝可能

有些过分，但是少数族裔确实是被鼓励去从事一种我们已经知道会让

他们死亡的行为。而这种针对性还在继续进行。有关辩论还会在美国

和世界各地持续下去。

吸烟问题是支持者和反对者争斗的战场（Troyer&Markle，

1983）。它说明社会影响的策略和过程影响着我们，不管我们是不是

吸烟。我们要为那些吸烟的人和由此而得病或死亡的人提供健康服

务。我们以保险费的增加、医疗和研究资源的消耗以及人员损失的悲

伤为代价。另一方面，与香烟有关的问题，例如个人的自由以及对自

由的限制，也是存在争议的。如果吸烟受到限制，接下来我们会限制

什么？由此可见，吸烟这个例子，以及前面提到的有关说服的其他例

子，表明了社会影响虽然只是被学术界所研究，但实际上远远超出学

术范围。它是我们生活的组成部分，在某些情况下，也是一个与我们

生死攸关的问题。



特别针对城市里少数族裔而设计的香烟广告是常见的市场细分方法。（Annie

Hunter/The ImageWorks）

影响的ABC：态度、行为和认知

最终而言，一个影响者的目标是要改变影响目标的行为。邪教的

招募者希望他们招募的对象在隔绝的社区生活，工作，祈祷。他们希

望影响对象为宗教的理念奉献金钱和时间。金博士的目的，是白人和

黑人一起参与到非暴力的游行示威中去投票，他还希望普通大众能够

包容不同种族的成员。香烟制造商在不惜巨资做广告时，需要的是人

们开始和继续抽该品牌的香烟。这一影响游戏的最合适的名字也许应

该是行为改变。

但是，如果受影响者的行为完全没变化，是不是说影响的企图就

完全失败呢？绝对不是这样！影响的努力可以成功地改变人的信念或

态度。假设一个统一教会被招募者在周末访问教会的一个乡间隐居

处，这个人也许不会待太长时间，也许不会加入这个组织。但是在倾

听教会成员描述他们如何生活，希望得到什么，观察到这个宗教部落



的日常生活时，他可能觉得应该抛弃他以前的关于这个宗教是偏执、

危险、不合法的印象，他这种相信这一宗教组织合法性的新信念也许

就是这些影响者所需要的。进而，我们可以想象他在参观完这个宗教

组织活动后，变得喜欢这个宗教组织的成员，以及对这种宗教的生活

方式有正面印象。

最后的这些变化正好说明这个新的被招募者已经对该宗教组织产

生了正面的态度。本质上，态度就是对某特定目标的评价倾向。它是

一个人对某种事物或者人从喜欢到不喜欢或赞成到不赞成的一个评

价。态度就是我们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我们推崇什么，讨厌什

么，以及我们评价自己与环境关系的方式。态度是一种倾向性，这就

意味着它是习得的，以某种特定方式思考某个事物、某个人或某个问

题的倾向。

态度和信念的变化，能给影响者带来什么好处呢？这种潜在的好

处是很大的。因为这些内在的变化往往奠定了后来行为变化的基础。

这些新形成的关于某个宗教组织的正面态度，就使这个人将来更容易

去接收支持这一宗教组织的信息，或者使这个人在失意时觉得加入这

一邪教组织也不是什么过分的事情，或者使之更有可能在其他人参与

这个组织时发表支持性的意见。

也许更好的例子还是那些层出不穷的香烟广告。任何一个广告或

者说即使100个广告，也许都不能让一个15岁女孩开始抽烟。但是香烟

广告不停地将吸烟与快乐、时尚、性感、令人激动的名人如麦当娜联

系起来，可能就会让人产生对吸烟的正面态度（也许不在于香烟的味

道怎么样，而是在于吸烟时看起来如何）。此外，香烟广告中那些健

康强壮的模特，或者是广告中不断强调的现代化的低度香烟，也许会

让人产生一种信念，认为吸烟也许没有那么不健康。现在请想象一

下，如果这个女孩受到了10年级同伴的压力，开始尝试抽烟，那么有



了这些媒体造成的正面态度和信念，她在抵制同伴压力时的表现，会

与她从来没有受这些态度和信念影响时一样吗？答案是不可能的。因

此，信念和态度的改变，也许不会直接引起行为的变化，但是它使这

个人更容易受到后续社会影响的作用。

态度系统

以上的例子说明了我们对社会事物的5种反应类别。第一种是行为

本身，我们投票、购买某种产品、在某项请愿书上签字、献血，这些

都是行为。第二种是行为意向，指在做某事之前的期望和具体的行动

计划，有点像新年的誓言，这些计划可能从不会实施。第三类是指引

我们行动的观念，我们的信念，或者（更宽泛的说）我们的认知。它

们包括关于某个事物和应该如何对待它的一些信念和知识。第四种是

情感反应，情绪或直觉，反映了对某种事件或某种事物所产生的生理

唤醒，包括快感，悲伤等等。最后一类就是态度本身，即对某种事物

的整体评价。因此我们可以将态度广义地定义为建立在认知、情感反

应、行为意向以及过去行为基础上的评价倾向性，这些都可以改变我

们的认知、行为、情感反应，以及未来的行为意向和行为本身

（Zanna&Rempel， 1988）。



图1.1　一个态度系统

这一定义意味着态度的各个部分不是独立的或分散在思想的不同

角落。恰恰相反，它们是高度相关的。认知和态度与我们所谓的对某

个事物的心理表征密切相关。情感反应和外在行为可以因事物在我们

头脑中的出现而产生。反过来，它们又会为我们头脑中关于这一事物

的心理表征注入新的信息。因此，关于某个事物和问题的态度、行

为、认知和情绪就构成了一个人特有的整体反应系统。因为态度是这

个系统的整体反应（比如，我喜欢），所以我们就可以称这个系统为

态度系统。图1.1就是一个态度系统的范例。

下面我们对心理表征做进一步的描述。最好是举一个实在的例

子。比如说相机，你可以形成一个关于相机的印象。想一想它，然后

想一想关于相机的知识（比如它如何工作，它值多少钱），以及各种

有关相机的信念（比如使用一个好相机需要对光和影有足够的了

解）。这一形象也许还包括你使用相机的可能性和你与相机有关的行



为经历（你在度假时买了个相机，在圣诞节早上获得一个相机，等

等）。毋庸置疑的是，在你想相机时，你可能意识到你对相机至少有

了一定态度（比如你可能有点喜欢相机，因为不管怎样，相机确实留

下了你幸福生活的一些回忆）。

把这些都加在一起，你对相机可能有了复杂的心理表征：一套有

组织的相互关联的思想和情感。实际上，我们对生活中的许多事物都

有心理表征。这些事物包括社会问题（堕胎、税收），社会团体（邪

教、自由党）和信念（民主、言论自由）。比如说，一个人除了有对

于堕胎的态度，他可能还有关于堕胎的知识（在头3个月里胎儿基本没

有可辨认的人类特征），各种信念（生命从受孕开始），情绪和情感

反应（想到一个最近堕胎朋友时的伤感），以及行为倾向性（投一个

支持堕胎或反对堕胎的政治候选人的票）。

一个正在形成的主题：变化导致变化

态度、认知、情感、倾向性和行为在一个有机系统里的相互关联

性，具有很重要的应用意义。它意味着任何一个部分的改变都可能引

起其他部分的变化。信念的改变可以导致态度的变化。就像我们前面

例子所谈到的一个新态度可以最终导致新行为（或如我们后面的章节

所要谈到的：行为的变化也可以引起态度的变化）。总之，新态度影

响到我们如何认识社会事物，因此，态度的改变也可以导致信念的改

变。

必须指出的是，态度系统不是很严密地组织起来的。我们有些态

度可能主要建立在感情基础上，也许它与我们的信念和思想没有什么

关系，除非我们花大力气去分析我们的态度（Millar&Tesser，

1986；Wilson et al.，1989）。不过，态度的一般状态是，在某种程

度上，它的各个部分还是紧密相关的。



这种相关性，还可以引申到其他方面，关于某个事物的态度和信

念，也许与关于另一个事物的态度和信念相关。比如说，一个人关于

对日贸易的负面态度，和关于给予大公司优惠税收政策的积极态度，

也许正反映了一个共同的信念，即认为改善国家的关键就是要降低国

内的失业率，如果这种信念改变，那么前面的两种态度也许会同时发

生变化。

总之，我们有一个主题，该主题是理解社会影响现象的基础。具

体地说，态度系统是有组织的系统，改变人的态度的一个方面，经常

会引起其他方面的变化。

建立在态度中心角色基础上的其他主题

从社会影响的观点来看，态度常常是态度系统和与之相关的心理

表征中最重要的部分。评价的倾向性（形成态度）是人类的本能。的

确，我们似乎会对所有我们碰到的事情自动地做出评价，不管这种遭

遇是如何的短暂，或者事情是多么不重要（Zajonc， 1980）。当人们

在有了一个初步的体验以后被要求对人物或者事物的印象进行描述

时，这种描述中就不可避免地包含了好和坏的评价（Osgood et al.，

1957）。那么态度就成为一种普通的、弥散性的心理反应。哪怕其他

心理表征事实上已脱离了信念和真实的知识，我们也能形成有关某些

事物的态度（喜欢或不喜欢）。许多偏见（对我们了解很少的一组人

形成负面的态度）都是这样形成的。

态度影响知觉和思维。在随后的章节，我们将发现，原本没有多

少知识基础的态度，可能会影响知识的获取和信念的形成，而这些知

识 和 信 念 最 终 可 能 “ 填 充 ” 以 前 空 洞 的 心 理 表 征

（Pratkanis&Greenwald， 1989）。我们对于某事的整体评价影响了

我们如何解释我们读到或听到的事物。比如说，如果你对一个摇滚艺



术家有很好的第一印象，你可能就会很关注他的音乐中适合你口味的

细小方面。如果你最初不喜欢他的音乐，你可能就只会听见那些你不

喜欢的东西。

这可以在第二个正在组织的主题里得到总结（第一主题强调心理

组织和联系）。态度确实受到思维的影响，反之亦然。所以我们第二

个基本主题就是态度引导知觉和认知的过程。

态度是可以容易获取的评价性总结。态度所扮演的另一种角色，

就是态度是我们对问题的立场的总结。作为总结性评价，它们相对比

较容易进入脑海。人们没有时间和脑力去仔细思考所有他们受到的刺

激和所面对的环境因素。当需要对社会事物进行选择，特别是那些不

那么重要的选择时，我们不会想起所有与该事物有关的信念和事实。

而是走到底线，召唤出我们的一般态度，并让它引导我们。

态度作为能够被轻易提取的总结，是本书要时常谈到的第三个主

题。依赖情境因素和个人因素，对影响企图的反应可以从一个极端变

为另一个极端。也就是从深思熟虑的、分析性的、系统的反应，变为

肤浅的、匆忙的、自动的甚至几乎是“没脑子”的反应。在“没脑

子”这一端，只有先前的态度引导反应。在极端的“没脑子”状态

下，我们可以看到行为反应的产生有时就像自主性反射活动，几乎完

全不考虑态度。这种情况通常出现在态度很弱或者不存在时。

态度的自我定义。最后，态度也是关于一个事物的立场（“我不

喜欢这个”，“我支持那个”）。即，我们重要的态度帮助形成我们

的自我定义（Pratkanis&Greenwald， 1989）。这就是说它告诉这个

世界（包括我们自己），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态度具有“标牌性价

值”（badge value）（Abel�son&Prentice， 1989）。可以说我们

是由我们所有的态度所组成的。我们将会看到，自我定义性的态度，

影响到很多对相关问题的行为和态度。而且，人们很难轻易改变具有



自我定义价值的态度。这种现象，可能会使潜在的影响者感到头疼。

这些说明了最后一个主题：既然有关重要问题的态度可以维持和服务

于一个人的自我定义和自尊，那么许多影响过程可能会改变人的自我

认识，而不仅仅是改变态度本身。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会看到社会

影响的目的有时不仅仅是改变人的态度和行为，它的野心可能达到对

人的人格进行改变，或者对是思想的整体控制，就像在一些邪教或军

事组织中所做的那样。

由于这些原因，态度就是影响策略的最重要突破口。社会影响的

最终目标可能是行为的改变，但是，通向这一最终目标要经过态度这

一复杂的信道。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影响

虽然本书的材料来自于许多不同领域，包括传播学、社会学、政

治学、商业管理学和消费行为学，但是大多数材料来自于社会心理学

领域。事实上，我们研究社会影响的方式是具有社会心理学特征的。

什么是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式呢？基本上讲，它应该具有4种主要

特点。第一，作为心理学，它的着重点是个体行为和心理过程。社会

学家关注的是群体和机构。传播学研究者关注传播的结构和内容。相

反，社会心理学更关注人们的心理过程，以及他们的思想、感情和行

动是如何受其他人影响的。我们可能已经让大家体会到了这一特点。

前述的导言部分谈的就是人们的态度、信念和其他心理事件是如何互

相影响的。

社会心理学研究方式的第二个特点，是强调行为的情境原因。社

会心理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人们头脑中的活动（心理过程），主

要是由头脑以外的因素所决定的。特别重要的因素有：其他人在说什



么做什么，以及具体情境的特点，情境会通过个体过去习得的经验引

发特定的解释和行为模式。社会心理学的先驱勒温很早就提出了一个

简短的公式，即行为是一个人的特定人格和他所处情境的共同函数。

社会心理学家强调这个公式的第二部分——“情境的作用”。虽然他

们也意识到在决定行为时个人倾向性的重要性，比如说态度就是社会

心理学家感兴趣的个人倾向性变量。他们意识到人在态度上的个体差

异及其作用。但是，基本上说，社会心理学家更关心态度和其他内在

因素是如何受社会情境的影响，以及情境又是如何对行为和思想产生

重要影响，以至于这种影响能够超越人们之间的个体差异，使不同的

人在相似的情境下做出相同的反应。本章前面部分的一些例子，就已

经表现了当前情境的重要作用。特别是那个关于琼斯镇大规模自杀事

件的分析。

社会心理学的第三个特点，是对主观知觉的强调。人们如何定义

社会情境，常常比情境的客观现实更重要。比如说，你对一个新认识

的人的正面态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你是否认为他与你有很多共同

点。而不是他实际上是不是与你有很多共同点。事实上，当情境证明

他与你不太相似时，你会想知道为什么自己一开始会认为他与你一

样。答案就是社会心理学的解释：此时此刻起作用的是个人的主观知

觉，或者说我们对现实的社会建构。

社会心理学的第四个特点，也是最后一个特点，是其科学性和实

验性。像其他社会科学家一样，社会心理学把人的行为当做自然现

象，与自然界的其他现象一样，例如，地震板块的运动，火箭点火时

的化学反应和植物的细胞增长，“人类行为”也必须在有控制的情况

下进行研究，以发现其原理。“闭门造车”对社会心理学家而言过于

主观，容易犯错误（特别是当研究对象是我们自己时），而且这样容

易遗漏我们不易“看到”的原因。因此，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式是进



行有控制的观察。这种观察遵循严格的规则，包括观察的时机，以及

如何记录人类行为。

社会心理学最常用的方法是实验法。它的主要优点是能够对各种

变量进行有效的控制。如果研究者怀疑A导致了B，他就可以设计一个

实验，让一些被试感受A（实验组），而另一组被试不感受A（控制

组）。同时，变量C、D、E或其他变量对于两组被试的影响应该是相同

的。如果实验组比控制组表现出更多的行为B，那么研究者从逻辑上就

会得出结论：A导致了B，直到其他更好的研究数据证明这一结论是错

误的。

基本上讲，我们这本书中谈到的所有社会影响的知识和理论都来

自于科学研究。本书的两个附录回顾了各种研究方法。如果你以前没

有学过心理学研究方法，或者是你认为你需要温习这一知识，你可以

仔细地阅读这些附录。虽然说这不是必需的，但熟悉一些社会心理学

研究肯定有助于你理解和欣赏我们谈到的那些实验。

随后各章预览

现在我们做好了探索日常生活中的社会影响方式的各种准备。那

么我们现在先简单地谈一谈这一过程。记住态度系统这一基本概念，

即态度是由情感、认知和行为构成的个人化系统对某一事物所做的评

价性总结。同时记住，这个系统可以在态度、情绪、信念和行为的任

何水平进行分析。之后的4章主要探讨态度系统的3种影响途径。在第2

章里，我们首先探讨的是直接针对行为和改变行为的影响力量，这种

影响力量，不需要首先引起任何态度或者信念的变化。你也许早已经

听说过描述这些过程的名称，比如服从、从众、依从和条件反射。第3

章里，相互关联系统这一概念成为了主题。这一章中，我们要看到行



为的直接变化是如何引起态度和信念变化的连锁反应。也许，你对你

已经做过的事情会有各种合理化的反应，这是“先改变行为，后改变

态度”这一连锁反应的第一部分。第4和第5章关注的是说服过程这一

常被马丁·路德·金博士以及今日的电视传播者所使用的技巧。这一

过程试图通过给被试摆事实，讲道理，来改变人的态度。一般的影响

过程是从信念改变到态度改变（第4章），从而引起行为改变（第5

章）。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使说服持续起作用（第5章）。

然后，我们要转而谈谈另一个主题，即那些具有自我定义价值的

态度，还要谈谈当人们顽固地坚守某一态度时，即使是最理性的恳求

也不能改变他们——或者，自相矛盾的是，一些假装和他们有相同立

场的影响者，却可以操纵他们。一般来说，第6章主要探讨对社会影响

的极端抵制和极端接受，以及这些状态是如何改变的。我们要讨论一

些让极端分子软化态度，或者让青少年如何抵制广告和同伴压力的一

般策略。

第7章讨论的是被影响者意识不到的影响过程，特别重要的是一些

引起情绪反应的影响技术和交流技术。这类影响技术包括条件反射、

非言语交流（面部表情等等）以及阈下信息。

第7章末，我们将谈到影响的最基本理论和主要研究课题。在做这

种讨论时，我们可能会兼谈一些影响的实际应用和含义。最后两章的

重点将会有一些改变，主要关注实际的应用，同时也会讨论一些理论

的发展。第8章主要是司法领域的影响过程。法律心理学是一门快速发

展的学科。这不该让你感到奇怪。因为社会影响是审讯、出庭、陪审

团审议等法律活动的重要部分。第9章关注的是积极的社会影响。你也

许知道心理学可以帮助你卖东西，也可以帮助政治家赢得选票，但你

知道吗，它也可以用于影响人们去保护环境和关注自己的身体。而



且，在正常人身上起作用的影响技术可以应用到心理治疗中，去帮助

压抑的人变成心理健康的人。第9章探讨的就是这些应用的课题。

最后，我们要给大家提个醒儿，阅读这本书，是一定会改变你

的。如果你很聪明，很好地阅读这本书，你可能会成为很有效的影响

者，而且能更好地抵制生活中不需要的影响。所以，你要意识到我们

的目的就是要改变你的信念系统的某些方面。当然，你的行为是否随

之发生变化，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这一变化，很大程度上是由你和

你的情境所决定的。请享受这段旅程，我们已经体验到了这一学术探

索的快乐。

小结

在第1章中，我们定义了社会影响，举出了人际间、说服以及大众

媒体影响的例子。然后我们描述了人们对于各种问题、人物和物体的

心理和行为反应如何可以看作是态度系统。最后，我们总结了社会心

理学的研究方式，以及介绍了后面几章所探索的问题。

●在社会影响过程中，一个人的行为可以影响和改变另一个人关

于某件事物的行为、感受和思想。

●社会影响就是说服，广告、政治竞选、心理治疗都涉及影响。

我们日常生活中与朋友、家庭和同伴的互动，也涉及影响。影响的情

境可以根据个别化程度，或者有多少人会受到影响来归类。在人际情

境中，一个或者少数几个影响者对一个或少数几个被影响对象进行一

对一的交流，说服情境包括一个影响者试图改变很多被影响者，大众

媒体情境包括通过大众媒体，例如电视，对多达百万人的受众进行影

响。



●一些邪教组织的招募和灌输实践，说明了人际影响的力量。年

轻人在其人生发展的某些阶段会被一些有吸引力的招募者影响，去参

加邪教组织，或者是成为招募其他人的募捐成员。在邪教团体中，很

多影响技术，如：强化、承诺、连续说服、资源控制等等，促使很多

被招募者信奉邪教教条。

●说服是对辞藻的有效应用。虽然一个是激情的，另一个是温和

的，马丁·路德·金博士和里根总统都是促进社会变化的有效的沟通

大师。他们都强调对听众的认同和与受众的相似性。他们都传送清晰

而积极的信息，都充分利用他们的嗓音和面部表情来表达真诚。希特

勒和琼斯使用了同样的说服技巧和操纵强有力的情绪化情境来宣传大

规模屠杀和自杀行动。

●大众媒体的影响，可以从吸烟行为的变化来说明。自从20世纪

60年代以来，吸烟有害健康的信息导致了吸烟人数的显著下降。尽管

大众媒体不断谈到香烟的有害性，但还有30％的美国成年人继续吸

烟。而且成千上万的美国人，特别是青少年和妇女开始形成吸烟这一

习惯。广告创造的吸烟形象是健康的，性感的，是关于个人自由的，

同时烟草公司又利用对体育和文化事件的赞助进一步提升香烟的可视

性和吸引力。通过复杂的市场细分研究，香烟广告攻势主要是针对可

以引起继续吸烟的活动和需求来进行的。

●如果一个影响企图不能马上引起行为变化，但却可以引起信念

和态度的变化，这样就奠定了以后行为变化的基础。态度是有关事物

的基本的评价倾向性，这一倾向性形成了关于这一事物的态度系统的

核心。态度系统包括5个组成部分，态度、认知（信念和知识）、情感

反应（情绪）、行为倾向性和行为本身。

●由于态度系统是有组织的，因此，任何组成部分的变化都可以

引起其他部分的变化。对于某一个事物（例如吸烟）的态度变化，可



以引起对另一个相关事物（例如广告公司）的态度系统变化。

●态度是态度组成系统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的态度影响到

我们的思想和认识，它作为对于某一个事物的总结性立场，能够从我

们的记忆中被提取出来，并轻易地使用，并且，能够强化我们的认同

感。

●社会心理学对影响的研究主要有4个特点。第一，关注个人行为

和内在心理过程。第二，强调社会情境对行为的决定性作用。第三，

假设对社会情境的知觉比客观现实本身更能影响人的行为。第四，依

赖科学方法去获得和评价证据。

问题与练习

1.比较和鉴别人际情境、说服情境和大众情境。利用你认为的最

近被影响的情境作为例子。这些情境是什么？与之相应的影响技巧又

是如何？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有所不同？

2.大多数人在某些时候都会接受某个社会团体（例如学生社团、

体育队、俱乐部）的态度、价值观和信仰，请说明这些团体所采取的

影响方式在多大程度上与邪教组织采取的方式相同或不同？为什么邪

教组织的影响比以上组织的影响要隐蔽得多？

3.列举出公共健康运动使上百万人戒烟成功的原因。针对每个原

因谈一谈香烟广告又是如何反扑的。为什么你认为这些反扑在有些人

身上起作用，而在另一些人身上不起作用。

4.描述一个你对于具有自我重要性的问题和事物的个人态度系

统。指出这个系统的5个组成部分，解释态度成分如何定义你的自我，



以及如何对你起作用。



第2章 对行为的影响：直接的影

响途径

行为得以强化时的学习◆认可与不认可：社会奖赏的力量◆从众：保全面子与赢得体

面，获得知识◆服从：权威下的行为◆膝跳反射的心理学：由直觉形成的影响◆起点：当内

部改变源于外部影响

以下几个例子中的行为改变有什么共同点？

●贾森是一个青年工人，他非常喜欢夜生活和参加聚会，他也常常上班迟到。现在，

他所在的工厂实行了一项新的政策：每月奖金与是否准时上班以及是否全勤挂钩。这一政策

实施后，贾森连续20个早晨提前到岗打卡。

●哈维将他的经济学课本改名为《是的，犯困》。因为每当他试图阅读这本教材时，

他总是很快就睡着了。可是，当经济学教授询问班上同学有哪些人喜欢这本她所指定的教科

书时，与班上的另外其他5位同学一样，哈维非常认真地点头表示自己喜欢。

●希拉里不愿意借钱给简。当简向她借100美元时，希拉里没有答应。希拉里知道，

简不仅借钱从来不还，而且还是一个“买东西买到手软”的购物狂，因而总缺钱。但是，在

第二天，当简哭泣着向希拉里请求借20美元时，希拉里妥协了。因此，希拉里就得努力地挣

工资。

以上这几个常见事例，均涉及到社会影响。行为不会主动地发生

改变。行为是通过他人提供的金钱、同伴压力或者使人感到内疚的小

伎俩（如简的例子）而被改变的。但是，在上述事例中，行为的改变

也存在一些共同点。以上行为的改变并不是态度或信念改变的结果，

也不是伴随着态度或信念的改变。相反，在每个事例中，似乎都有一

种针对特定行为的相当直接的影响。

如果我们告诉你只有当金钱（奖金）存在时，贾森才能够听到早

晨的闹铃，你肯定不会感到吃惊。贾森并不是突然地喜欢上了准时上

班，也并非突然把对守时的积极态度转变为自己的一个基本个人特



性。同样，你会认为哈维是真的喜欢自己的经济学课本吗？你会认为

希拉里在短短一天里就会觉得简是值得信任的，并且确实需要这笔钱

吗？大概不会吧。事实上，他们只是没有将自己的个人信念付诸行

动，或者说没有依据自己先前的态度而行动。相反，由于情境性力量

——诱因、团体压力和被称为“闭门羹效应”的依从—诱导策略，再

加上额外的一点儿内疚，使他们做出了与自己态度相反的行为。

在本章中，我们将了解这些直接针对行为的影响是如何起作用

的，以及它们为什么会起作用。首先，我们将考察社会学习过程。通

过社会学习过程而发生的影响，在本质上是基于奖励和惩罚的力量。

在贾森后来出现的守时行为背后，就隐藏了一种社会学习过程——工

具性学习。其他一些影响方式一定程度上基于我们对实际的或想象的

社会奖赏和社会惩罚的关注——尤其是他人的认可和不认可。我们将

在探讨从众（哈维的事例）和服从以后，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最

后，我们将考察依从过程，它可以解释为什么希拉里在拒绝了简的一

个大请求后，能够满足她的一个较小的请求。许多的依从技巧都充分

利用了社会交往中的某些特定“规则”。当我们在社会中成长时，我

们不断地习得这些“规则”并且自动化地运用这些“规则＂。因此，

依从技巧广泛地存在于日常生活中。

本章所讨论的影响过程构成了直接控制行为的方法，基本上没有

涉及信念和态度。尽管如此，我们在这里需要提醒读者，一组彼此关

联的行为、行为意向、态度、信念和情绪共同组成了态度系统。因为

这一系统中各成分是相互关联的，所以一个直接针对行为的影响可能

会触发涟漪效应（ripple effect），进而波及到稍后人们对行为对象

的思维与情感，使其发生改变。有关对行为的直接影响可能产生的这

些深层次的后果，将在本章略为涉及，对此详细的讨论将放在第3章

中。了解态度系统中各成分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

本章的内容。



行为得以强化时的学习

学习理论家们，如已故学习理论家斯金纳（B. F. Skinner），一

直强调情境性刺激（如环境事件）对行为的直接影响。情境性刺激以

两种方式影响行为。第一，作为行为的外部结果，情境性刺激起强化

物的作用，它增加先前行为发生的频率。当某一行为与其结果在一定

条件下相关联（即行为X出现，则结果Y以某种可预期的方式随之发

生）时，由该行为所导致的环境结果就起到了强化物的作用。第二，

情境性刺激通过其信号功能对行为进行控制。这些刺激提示我们强化

事件在何时或何地紧随行为发生。当情境性刺激充当辨别性刺激

（discriminative stimuli）时，它提示我们如果此时此地实施行为

X，就能够获得预期的行为结果Y。但是，如果情境性刺激发出另一种

不同的信号，同一行为可能不会获得强化，甚至可能会带来麻烦。我

们将在本章后面讨论情境性刺激的辨别功能。

作为一个激进的行为主义者，斯金纳认为态度、意向、信念和情

感等内部心理事件只是外显行为的副产品。态度或信念的改变并不导

致行为的改变，外显行为的改变是由强化物所导致的。在社会学习理

论（social learning theory）中，内部心理事件占有相对重要的地

位，尤其是在该理论经由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艾伯特·班杜拉

（Bandura， 1977， 1987）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后。该理论关注人们如

何通过直接强化以及对他人行为结果的观察而习得一定的行为模式。

此外，社会学习理论还关注个人、环境和行为三者之间的交互作用。

工具性学习与列联强化

当我们的行为是改变环境中某些方面的手段时，即行为是实施改

变的工具时，我们就会在某一特定反应和该反应的结果之间建立一种



联系。在工具性学习[instrumental learning，亦称操作性学习

（operant learning）]中，行为主体的行为改变了环境，即行为结果

对环境产生影响。当行为结果是令人满意、有益的或者是令人愉快

时，相应的行为就会不断地被重复，并最终可能成为一种习惯。当获

得强化的行为非常复杂，或者个体难以习得这一行为时，就必须先对

该行为进行“塑造”。塑造（shaping）是一种学习程序。在这一学习

程序中，最初对任何与目标行为相类似的行为都给予奖赏；然后逐步

提高标准，只对与目标行为越来越相类似的行为予以奖赏；最后，只

有在目标行为真正出现时，才予以奖赏。一些教师把这一工具性行为

塑造方法应用于日常教学中。例如，在训练学生对问题的思考时，起

先，无论学生给出何种答案，教师都对学生勇于举手这一行为给予口

头表扬；然后，有选择性地对那些越来越好的回答给予奖励。

人们喜欢重复那些能为自己带来益处的行为，而工具性学习就是

这一原则运用的直接结果。在工具性学习中，行为成了获得益处的

“工具”，而“这些益处”就是一种正强化；在这里，强化被定义为

一种能够增加行为发生频率的刺激。通过工具性学习，我们学会继续

实施那些能够带来奖赏的行为，而终止那些不能得到奖赏或会带来麻

烦的行为。的确，这些简单的原则已经被广泛而有效地应用于日常生

活中。

社会学习理论

在许多情形下，学习并不涉及外显行为的实施和具体奖赏的获

得。我们可以通过观察他人、聆听和阅读等方式，间接地学习那些能

够为他人带来积极结果的行为，同时回避那些使他人陷入困境、受到

伤害、感染疾病、被拒绝或带来更糟糕后果的行为。通过引入观察性

学习（observational learning）这一概念，社会学习理论扩展了工

具性学习的基本原则。在观察性学习中，我们先观察特定榜样的行为



及其结果，然后模仿榜样的行为。另一方面，在不亲自尝试某种行为

或观察他人行为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以另一种方式进行学习，即通

过言语指导学习行为规则。这些规则是指导人们在特定情境中如何表

现的行为准则，它以说明、命令、建议或者谚语和故事等言语的形式

体现出来。例如，文法学校的箴言教导人们：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

你就怎样待别人。按照这一箴言，虽然我们没有从陌生人那里得到任

何帮助或好处，但是我们仍然应该善待陌生人。规则学习涉及到识别

与规则相关联的行为背景，然后理解遵循或违背这些规则的可能结

果。通过向后代传递适当行为的规则，社会不仅传承了世代积累的圣

贤思想，也传承了偏见和非理性观念。当这些行为规则被内化，被我

们视为“我自己的规则”而起作用时，这些规则就会对我们的行为和

自我概念施加强大的影响。对于那些羞怯、低自尊、神经质或者易受

他人说服影响的人而言，他们的许多消极行为模式可以追溯到他们不

顾现实情境强加于自身的自我限定规则。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学习理论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即强调自我

期望和认知对行为的重要影响。当我们在特定情境中与特定他人一起

完成某一特定任务时，每一个人都会形成一种关于自己能够在多大程

度上完成这一任务的主观判断。当我们有较高的自我效能感时，就会

预期自己一定会成功，从而更加努力地尝试，坚持的时间也会更长。

同时，我们会认为那些消极的反馈结果，只是意味着这一任务对于任

何人来说都很难，所以需要付出更大努力（Bandura， 1982）。只要

我们持有这样的信念并且不断努力，那么，我们成功的机会就会大大

增加。而成功的经验又会反过来进一步提升我们的自我效能感。那些

低自我效能感的人，从一开始就会设想自己并不特别擅长数学、运

动、舞蹈或辩论等等。对这些情境的回避，使得他们得不到必要的锻

炼。当他们不得不去从事这些活动时，就变得十分焦虑。由于预期到

自己会失败，所以低自我效能感的人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往往不够努

力。他们非常容易分心，当遇到困难时（即使这种困难对每一个人都



存在），他们很难坚持下去。他们会认为困难是因为自己缺乏能力所

造成的，而不是任务本身困难的缘故。低自我效能感的人也常常以失

败的结果来实现对自己行为的预期（“看吧，我早就说过我会失败

的”）。而当他们成功的时候，他们又会怎么说呢？“我猜这一次我

可能比较幸运。”因此，成功或积极结果并不能够改变他们消极的自

我知觉。

这些自我效能感的例子表明，一系列主体内部的信念可以影响行

为，而行为又转而对环境产生影响。由行为引发的环境事件会反过来

进一步影响个体的自我意象。个体、行为和环境三者间的相互影响是

一种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在这一过程中，其中一个因素会受到其他

两个因素的影响，并且又反过来对其他两个因素产生作用。由于我们

的所作所为对环境施加了影响，于是我们认为我们自我的某些方面才

是这种影响的动因。通过对活动、任务、情境和同伴的选择与反应，

我们的思想、信念、预期和情绪可以支配我们的行为。行为，那些被

认为是由行为所导致的结果，以及对自己行为和行为结果的思考与感

受，共同构成了一个行为系统，而它可以促进或是减缓个体发展。

然而，我们思想和情感的某些方面并不总是外显地表现在行为

中。同样，我们的某些行为是无目的的或自动化的，这些行为不会反

过来对我们的内部心理状态产生影响。因此，在不先改变内部心理过

程的条件下，就可以直接改变某些行为。相似地，不必对行为做相应

的改变，就可以改变某些态度和信念。

产业效能的事例。贾森准时上班频率的提高应归功于与这一新行

为相关联的新奖赏。每准时上班一次时，他就为月底获得奖金多挣了

一个积分。为了使员工能够准时上班，一些公司实际上已经运用这一

技术并且取得了成功。例如，一个有创新性的硬件公司利用强化的力

量使秘书、销售人员和仓储人员的出勤习惯有了积极转变。公司实行



了一个“抽奖计划”，如果员工在某一个月份中保持全勤且无迟到

（因出席葬礼和休假造成的缺席除外），那么到月底时该员工就有资

格参加一次抽奖。参与抽奖的员工将有机会赢得彩电以及其他的一些

物质奖赏，而每一个参与者中奖的几率为1/25。根据该公司人事部门

的统计，在“抽奖计划”开展的第一年中，员工旷工与迟到的比例下

降了75％（Nord，1970）。在硬件研发行业中，有许多如同贾森一样

获得“月度明星雇员”荣誉的员工。

在零售业的大型百货商场中，也有大量类似案例。研究者在大城

市中的一个大型百货零售公司中进行了一个现场实验来考察列联强化

（ contin�gent reinforcement ）是如何影响销售人员业绩的

（Luthans et al.， 1981）。研究者首先连续4周对16个销售部门的

销售人员进行了观察。观察内容包括销售人员的销售工作、库存工

作、出勤情况和其他一些工作行为。研究者记录那些达到了公司要求

标准的行为频率。4周以后，研究者谨慎地提醒这些销售人员注意公司

的标准——公司期望的销售业绩、可允许的离岗时间等。然后在后续

的4周中，从这16个部门中随机选取其中8个作为实验组。当实验组员

工的表现达到或者超过了公司的标准时，就给予系统强化。每周一次

的强化包括：（1）带薪假期或者等值现金；（2）获得一次参加抽奖

的资格——有机会赢得一个由公司付款的双人游。而另外8个部门作为

控制组，其员工的出色表现没有得到任何奖赏。第二个4周过去以后，

研究者再次对员工达到公司标准的行为进行统计。结果如何呢？图2.1

中根据“总体零售行为”，分别描绘了两个组达到期望的工作行为的

频率。在第一个4周中，两组员工表现（基线水准）几乎一样。但是，

在第二个4周中，实行了奖赏计划的强化组的工作绩效超过了控制组。

儿童的事例。在美国加州，积极强化以一种不同于常规的方式帮助了

那些初中的“问题学生”（Gray et al.， 1974）。一位心理学家和

一位特殊教育教师并没有通过列联奖赏对“青少年违法行为”进行直

接的影响。相反，他们对学生们进行训练，以帮助学生们去塑造教师



对待自己的行为。研究者们将那些“问题学生”聚集在一起，教他们

如何去改变那些给自己制造“问题”的老师的行为。这样做的原因

是，这些孩子通常具有较差的社交技巧，并且已经被打上了“无可救

药”的标记。这两个因素似乎导致了教师对他们产生微妙的偏见以及

一种很明显的倾向，即教师不理睬这些学生并放弃对他们的教育。因

此，研究者从一个被认为是“无可救药”的班级中选取了7名12～15岁

的学生，并对他们进行了训练，让他们进行行为矫正（behavior

modification）的练习。研究者教给学生许多可用于塑造自己老师行

为的强化方式。这些强化方式包括微笑、进行目光接触，以及在自己

的座位上保持笔直的坐姿。学生们也会练习赞扬自己老师的方法，例

如，对老师说“我喜欢在老师对学生很好的课堂里学习”。同样，他

们也学会通过一些语言来阻碍教师的一些消极行为，例如学生会说

“当您对我生气时，我很难好好学习”（Gray et al.， 1974，

p.44）。这些技巧尽管学习起来非常难，但是最终还是被学生所掌

握，而这些孩子们最后就拥有了他们自己的奖赏宝库，从而可以不再

受教师的控制。



图2.1　鼓励的作用

系统强化增加了所期望的高效率的销售行为。当百货商场的销售人员开始接受带薪

假期和奖券作为高绩效工作习惯的奖励时，与那些没有得到强化的销售人员相比，

他们的工作业绩大为提高。

（资料来源：Data from Luthans， Paul， and Baker， 1981. Copyright

1981 by American PsychologicalAssociation. Adapted by permission.）

学生和中立观察者的记录显示，学生与教师之间积极接触的次数

显著增加，而消极接触的次数则相应降低。在学生运用所学技巧进行

“反击”的一周前，平均每个学生与教师有8次积极接触和18次消极接

触。而在进行了5周的行为矫正后，教师与学生的积极接触上升到了32

次，而消极接触则为零。

以上实验给教育者的最重要启示为：学生通过对教师实施行为矫

正，对自己控制学校环境的能力有了自信。换句话说，影响者本身受

到了影响。他们认识到他们拥有一定控制力。在实践层面上，这一研

究展示了一种改善人际关系的强有力方式。同时，这一实验也提醒我

们，尽管有时并没有被注意到，但我们的行为确实会对他人产生强大

的影响。本书作者之一和他的女儿们相处时，这些孩子们对他了如指

掌，从而使他总依照女儿们希望的方式来行动，还自认为这是他自己

想要做的。这一情形恰好与上述研究结果相吻合。

当然，你也知道并非所有行为的结果都是积极的。一旦某种行为

产生了消极结果或者受到了惩罚，这种行为再次出现的可能性就降

低。惩罚就是紧随行为而出现，导致行为发生频率减少的刺激。一旦

你的朋友因做出不恰当的评论而受到你的严厉斥责，那么很可能（也

是你所希望的）你的这位朋友从此不再会给出类似的评论了。

强化紧随习得行为而出现，而强化的消失会导致该习得行为出现

的频率降低，这种“关闭”反应被称为消退（extinction）。例如，



一个初中学生在健康教育课上向教师提问，希望教师能够对人类的性

行为进行讲解。如果教师忽略该学生的提问，那么这个学生就会认为

自己的行为不能获得强化（即获得答案）。该学生很可能再也不向这

位老师提问。如果成人回避学生就敏感性问题进行的信息询问，那么

学生可能会停止所有关于敏感问题的询问，或者通过一些“地下的方

式”获得相关信息。

侵犯行为的模仿

如前所述，人可以通过观察和亲身实践进行学习。观察性学习是

一种间接的、通过观察他人行为及其结果而进行的学习。因此，观察

性学习也被称为“替代性学习”（vicarious learning）。班杜拉进

行了一系列经典研究，以了解侵犯行为的观察学习（Bandura，

1965；Bandura et al.， 1961，1963）。在一个典型实验中，作为实

验组的一组幼儿观察到一个成人榜样殴打一个成人大小的充气塑料娃

娃（Bobo doll），而作为控制组的幼儿要么观察不到任何人殴打塑料

娃娃，要么就看到一个成人榜样非常友好地与塑料娃娃玩耍。在某些

实验情景下，暴力榜样得到赞扬，并得到苏打水和糖果作为对其侵犯

行为的奖励。在某些实验情景下，暴力榜样受到严厉批评，甚至好像

被打了一巴掌。在另一些实验情景下，暴力榜样对充气塑料娃娃施以

侵犯行为以后，既不受到奖励也不受到惩罚。这一系列研究的结果都

显示了一个毋庸置疑的结论，那就是：暴力衍生暴力（violence

breeds violence）。当儿童有机会与充气塑料娃娃和其他玩具玩耍

时，那些观察到暴力榜样的儿童比那些没有榜样或观察到了非暴力榜

样的儿童对充气塑料娃娃表现出更多的暴力行为。其中，那些看到暴

力榜样没有受到惩罚的儿童的侵犯性最强。

有趣的是，即使暴力榜样的侵犯行为没有得到强化，儿童仍然会

模仿暴力榜样。后来的研究发现，除非强化非常有力并且非常明显，



否 则 ， 对 榜 样 的 强 化 并 不 能 够 增 加 对 榜 样 行 为 的 模 仿

（Rosenkrans&Hartup 1967）。因此，似乎观察性学习并不总需要对

榜样进行强化。进行观察性学习的必要条件是观察者注意到并记住榜

样的行为，并且有机会将观察到的行为付诸行动。根据社会学习理论

家们的观点，强化决定了榜样行为的实施，而不是对榜样行为的学

习。在充气塑料娃娃的侵犯行为研究中，儿童可能习得了如何对目标

物实施侵犯行为。同时，他们可能也知道了一旦实施了所习得的行

为，他们自己能获得什么——这一预期因他们观察到的不同结果而有

所不同。如果儿童观察到榜样获得了奖励，那么他们会认为在该情形

下攻击充气塑料娃娃可能给自己带来好的结果。如果榜样没有受到外

在奖励但表现出乐在其中时，他们会认为攻击充气塑料娃娃将给自己

带来乐趣。而当榜样受到惩罚时，他们会认为此时此刻殴打充气塑料

娃娃是一件不可为的事情，可能会激起成人的愤怒。但是，在另一种

情形下，如果儿童觉得自己不会受到惩罚并且有可能获得榜样所拥有

的乐趣时，那么他就会被榜样吸引，并实施暴力行为。因此，通过简

单的观察就可以学习怎样做、何时做和做什么。行为的实施

（performance）取决于在相同或相类似的情境中对强化或者惩罚的预

期。如果殴打充气塑料娃娃的行为在许多不同情境中都受到惩罚，那

么进行观察的儿童即使知道怎么攻击娃娃，也不会去实施这类暴力行

为。

在你身边也许每天都有许多儿童会在电视上看到各种暴力榜样

——这些榜样不仅没有受到惩罚，有时甚至会因为他们的侵犯行为而

得到奖赏。通过观看那些充斥着超级英雄、警察、盗贼和恐怖的杀人

犯的电视电影，儿童是否会习得侵犯行为呢？人们对这一令人担忧的

问题进行了长期的研究，结果表明，某些儿童较为严重的侵犯性行为

的确与他们频繁地接触媒体暴力有关（Liebert&Sprafkin， 1988；

Wood et al.， 1990）。我们将在下一章中更详细地讨论这一问题

——以及用于减少暴力这一社会问题的影响方法。



榜样的阴与阳

当榜样的力量非常强大，并且榜样被认为能够对观察者所处的环

境和环境资源进行有力的控制时，观察性学习的作用就会更加明显。

使榜样更具影响力的第二个因素是人性积极的一面，即当榜样被看作

热心的和乐于助人的时候（Grusec， 1971；Grusec&Skubiski，

1970）。这些榜样因素（modeling factor）具有许多父母的特征，它

们增加儿童关注榜样行为的几率，也增加儿童期望通过模仿榜样行为

而获得积极结果的几率。父母的另一个特征是他们经常共同出现。当

多个榜样做相同事情时，会导致更多模仿榜样的行为（Fehrenbach et

al.， 1979）。

良好行为的榜样。榜样的影响不仅限于游戏行为和破坏性行为。

模仿良好行为的一个生动例子是引导贫困儿童将自己所获得的一部分

奖金捐献给慈善机构。在英国伦敦进行的一项实验研究中，一群7～11

岁工薪阶层的子女与一个作为榜样的成人共同参与到一个保龄球游戏

中。在游戏中，孩子们将有机会赢得一些代币，而这些代币能用来换

取一些自己喜欢的奖品（Rushton， 1975）。在一种实验条件下，让

榜样充当第一个玩游戏的人，他（她）总是把自己赢得的一些奖品放

到“救助儿童基金会”海报下的一个大碗中；而另一种实验条件下，

榜样从不把自己赢得的奖品捐献出去。根据社会学习理论的观点，我

们会预期，那些接触到慷慨榜样的儿童会比那些接触到自私榜样的儿

童更多地捐献出自己赢得的奖品。而实际的结果是，那些接触到慷慨

榜样的儿童其捐献数量竟是那些接触到自私榜样儿童捐献数量的8倍！

同时，相比没有任何榜样的控制组，拥有慷慨榜样的实验组儿童捐献

的数量更多，而拥有自私榜样的实验组儿童捐献的数量更少。两个月

以后，在另一个不同的房间使用不同的慈善广告重新进行这个实验

时，不同组儿童的捐献情况仍然存在较大差异。因此，这一特定行为

的改变具有时间和跨越空间的持久性效应。



榜样对成年人同样具有作用。研究表明，成人榜样有可能使路人

暂停自己的旅程去帮助一个车胎漏气的人，也有可能影响到人们在圣

诞 期 间 向 救 世 军 （ Salvation Army ） 的 募 款 箱 捐 款 的 行 为

（Bryan&Test， 1967），还有可能提高人们无偿献血的可能性

（Rushton&Campbell，1977）。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发现替代性学习在各个方面都在发生作

用。例如，酒吧男招待或者衣帽间的服务员会在自己装小费的瓶子里

放入一些硬币或纸币，希望客人能够模仿“前面的客人”，给一些小

费。十字军东征时，福音会招募了数以千计的同盟者。这些被安插进

来的同谋者都是事先受过训练的崇拜者，他们被要求在得到献身召唤

时按预定时间自告奋勇地给那些已经被感动、听过感召或者已经获得

重生的人充当神圣榜样（Alt�heide&Johnson， 1977）。

条件化憎恨。本书作者之一在回忆自己青春时光时想到了一个令

人不安的例子，这个例子讲述了一个年幼儿童对少数族裔群体的态度

和行为是如何受到社会学习过程的影响的。在为一位即将结婚的高中

同学举行的只有男性参加的社交晚会上，这位作者与新郎的父亲以及

其他一些老邻居一起玩扑克游戏。新郎的父亲在赞扬自己的孩子们

时，向大家讲述了一个故事。他认为，这个故事能够显示当时只有3岁

的小儿子戴维开始萌芽的智慧。有一天，小戴维在自己的起居室里透

过窗户向外面看，忽然他看到一个黑人从外面走过，在这个只有白人

居住的社区里，有黑人出现是一件稀罕的事。戴维向自己的父亲跑

去，边跑还边叫着：“爸爸，爸爸，我刚刚看到了一个黑鬼。”这位

始终保持着微笑的骄傲父亲叙述到这儿的时候，告诉在场的听众们，

当他听到这句话时，他不禁笑了起来并表扬儿子做出那样“聪明”评

论。这件可悲的轶事向我们展现了工具性学习与观察性学习的结合运

作。戴维能学会这一侮辱性的称呼只有一种可能，即他曾听到像自己

父亲这样重要的榜样说过。同时，因为这一社区中存在着非常严重的



偏见（大多数玩扑克的人都觉得这个故事很有趣），所以孩子们可能

目睹自己的父亲和其他人因做出偏见性评论而受到强化。而现在小戴

维正因为做出了相同的陈述而得到强化。重要的是，这一塑造直接对

行为产生了影响。小戴维以“黑鬼”来称呼黑人，并不是他个人的原

因。作为一个年仅3岁的孩子，戴维可能还没有形成对黑人的态度。但

遗憾的是，一旦戴维对那些得到了强化的消极标签进行思考，他的态

度和信念——消极成见，我们称之为偏见——紧接着就会形成。在下

面的章节中，我们将更详细地讨论这些过程。

当戴维长大成人进入大学后，辨别性刺激的出现将对他是否会把

习得的偏见付诸行动产生重要影响。当戴维与童年时的朋友一起在当

地的酒吧时，那么信号就是“放行”：把偏见说出来，将之付诸于行

动，坚持这样的信念（say it， do it， be it）——此时偏见是被

接受和被认可的。而当一些更加开明的大学教授和同伴在场时，戴维

会得到这样的信号，即一个持有偏见的人是不合时宜、令人无法宽恕

的，并且有可能会受到惩罚。因此，戴维可能就会有所节制，避免带

有偏见的言语，并更加冷静地行动。如果这时戴维遇到其他种族的成

员，他可能会更加留意该种族成员的积极品质，而这些积极品质对他

的那些无中生有的成见构成了挑战。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带有偏见

的态度将会开始逐步减弱。

因此，辨别性刺激为人们根据先前习得的方式做出反应创造了条

件。根据其所发出信号的不同，辨别性刺激的出现既能够引发某种行

为，也能抑制某种行为。比如你在公共场合对坦尼娅做出的善意且具

有建设性的批评，会被视为是充满敌意的；而你在私下对她做出的批

评则会被认为是有益的。这时，他人在场就成为了一个辨别性刺激；

当你试图劝告朋友时，应对该辨别性刺激特别谨慎。一旦我们知道辨

别性刺激如何在一个特定情境中发生作用，那么，对这些辨别性刺激

的操纵就是一种强有力的行为控制方式。一些宣传者使用一些象征符



号作为辨别性刺激，以使反对者感到恐惧而做出回避反应；而这些象

征符号则激发了拥护者的爱国精神（patri�otism），进而做出趋近

反应。

认可与不认可：社会奖赏的力量

我们的一些例子都涉及到了社会性奖惩，而不是物质性或有形的

奖惩。对于小戴维而言，他那有偏见的父亲对他的赞扬就是一种强

化。而对于敏感的坦尼娅，在他人面前看上去很糟糕就是她想要避免

的一种惩罚。的确，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和他人对

待自己的方式是我们行为的最有效影响源之一（Baumeister，

1982）。这样的结论并不奇怪。被同伴拒绝对于儿童而言是一种灾难

性的事件。因为这意味着这个儿童将无办法获得社会归属与社会激励

（social affiliation and stimulation）这两种人类基本需要的满

足。被自己的父母或者其他看护者拒绝将是一种更加糟糕的情况。它

会在儿童的社会心理发展过程中留下永久的烙印。相反，在儿童早期

发展中，被社会接纳（social acceptance）则意味着能获得精心养

育、安抚、安全和诸如食品等其他一些强化物。因此，通过与作为行

为结果的食品和安全等产生联系，社会认可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奖

赏；而被社会拒绝则构成了一种强有力的惩罚。

让我们考察一下人们经常经历的另外一种联系：即偏离与拒绝之

间的联系。与他人意见的不一致，即作为一个偏离者，通常会受到令

人恐惧的社会疏远（social cold shoulder）。你是否注意到这一现

象？研究者斯坦利·沙克特（Stanley Schachter）就注意到了。在一

项经典研究中，沙克特（1951）组织几组大学生围绕少年犯约翰尼·

罗克应该被宽大处理还是从严治罪这一问题展开讨论。每组由9个成员

组成，其中3人是主试同谋；他们经过培训，在实验中扮演某种特定角



色。这3个主试同谋的角色分别是：第一个人是“赞同者”，他会采取

与另外6名真被试观点相一致的看法（无论另外6名真被试的观点是宽

大处理还是从严治罪）；第二个人是“异议者＂，他完全采取相反的

立场，至始至终地坚持与小组观点相反的观点；而第三个人则是一个

“滑头者＂，他在讨论开始时持相反立场，但最后他会妥协，让小组

成员改变他的观点，使自己与小组其他成员的观点相一致。

沙克特利用多个小组进行了这项研究，均发现了类似的结果。在

讨论约翰尼·罗克的案子时，真被试直接针对“异议者＂的意见不断

增多。相对于“赞同者”，“异议者＂与真被试有更多的沟通，尽管

在讨论开始时这样的沟通还足以令人愉悦，但随着“异议者＂始终对

团体的观点加以抵制，“异议者＂与真被试之间的沟通会变得越来越

充满愤怒。在一些小组中，真被试最终不理睬“异议者＂，并且忽视

“异议者＂的意见。可以认为，“异议者＂最终遭受了“沉默对

待”。

讨论结束后，要求真被试对3名主试同谋进行评价。结果显示，真

被试最喜欢的是始终如一的“赞同者”，而最不喜欢的是“异议

者”。当要求真被试就未来案例评估小组委员会挑选成员时，几乎没

有人把“异议者”作为他们自己的选择。这些真被试通过排挤和孤立

“异议者＂，对小组的边界进行了重构。“异议者”仅仅因为坚持表

达一种不同的观点而成为了“人民的公敌”。而“滑头者”和始终如

一的“赞同者”则没有受到这种歧视。正如沙克特后来在一个电视访

谈节目中所评论的那样，一些人有罪仅仅是因为持有不同的意见，而

人们常常粗暴地对待这样的人。

与其有罪以及遭受某种地狱般的折磨，我们当然宁可“随大流”

了——做其他人做的事，说其他人说的话，按照他人的愿望行事。当

我们为了被他人所接受，避免被他人所拒绝而按这种方式行动时，我



们 就 经 历 了 被 莫 顿 · 多 伊 奇 和 哈 罗 德 · 杰 勒 德 （ Morton

Deutsch&Harold Gerard，1955）称之为规范性社会影响（normative

social influence）的过程。规范性影响包括在表面上采纳某一团体

的主导标准或者规范，寻求获得（或者避免失去）来自于规范界定团

体的正向情感——喜欢、尊敬和接纳。

我们可将规范性社会影响与信息性社会影响（informational

social influence）做一个对比。请注意“信息性”这个词。没有任

何人拥有关于在各种不同情境中应如何行动的全部信息。因此，我们

需要求助于他人来获得相关信息。当我们在一个新的情境中不能确定

应该做什么时，我们就需要“附和”他人，依靠那些知识更丰富的人

来获得指导。例如，高年级学生会在迎新周会给新生们提供课程排

名，以帮助他们选到合适的课程并避免一些不合适的课程；同时还告

诉他们在各种情境下正确的行为方式。根据这一分析，我们就会发

现，赞同他人可以获得的强化不是一种，而是两种：社会认可和正确

感。

利昂·费斯汀格（Leon Festinger， 1954）在他的社会比较理论

（theory of social comparison）中提到，人们有评价自己的观念和

态度，进而确认它们正确性的基本需要。坚信自己行为和信念的正确

性或适当性，会使人们获得能对自我命运进行自主控制的可靠感和对

自身能力的满意感。费斯汀格指出，就信念和社会行为而言，“正确

性”是一个非常主观的概念。这种正确性是由社会现实所界定的，它

并不是绝对客观的。这就类似于要判断你作为田径选手有多棒，就会

将你和其他人相比较，而不是仅仅用秒表上的时间来评估你跑步的能

力。换句话说，他人的想法和行为常常是我们衡量社会方面正确性的

标准。也正是这种对正确性的需要的推动，人们开始去注意他人的信

念和行为——尤其当人们处在一个新的或者不确定的社会背景中时。



规范性社会影响与信息性社会影响的概念有助于人们理解从众和

服从。而社会心理学家们对从众和服从这两个概念进行了系统的甚至

可以说是经典的研究。下面我们将讨论隶属于社会控制（social

control）范畴的这一对概念。

从众：保全面子与赢得体面，获得知识

还记得哈维吗，那个在听到同学对教科书的吹捧后就承认自己也

喜欢经济学教科书的学生？哈维的行为就是从众。我们把从众

（conformity）定义为在既没有遵从于团体的直接要求，也没有任何

改变行为的充分理由的条件下，个体为了适应真实或想象中的团体压

力而改变自己的行为或信念。在最早的一个证实从众的实验中，穆扎

弗·谢里夫（Muzafer Sherif，1936）发现，即使团体由一群彼此完

全陌生的人组成，仍然可能会出现从众现象。在实验中，谢里夫利用

了“似动效应”，即在一个完全黑暗的房间中观察一个静止的光点

时，会产生光点在运动的错觉。在一个典型研究中，被试估计了他们

感受到的光点移动的方向和距离。不同人看到的光点以迥异的方式运

动：一些人认为光点只是在做小范围移动；而另一些人则声称他们看

到光点在做大范围的移动——他们甚至能够详细描述出光点移动的轨

迹。每一个被试都形成了他自己的光点似动范围。然后，将几个被试

集中在一起，并要求他们依次做出判断。在这一团体背景下，很快就

形成了一个新的属于团体的似动范围。以前认为光点做小范围移动的

被试将看到光点在更大范围内移动，而以前看到光点在大范围内移动

的被试则看到光点在更小范围内移动。简言之，仅仅是听到彼此的判

断结果就导致判断上越来越多的一致性。至此，一个新的团体规范就

形成了，它迫使每一个个体的判断都向团体规范靠近。



你可能会认为，错觉是模糊不明的，面对模棱两可的情况时，即

使最擅长独立思考的人也会参考利用他人的判断结果。谢里夫观察到

的从众现象可能纯粹就是一种信息性影响。被试可能会想：“要确定

光点移动了多远确实是一件很难的任务，所以让我看一下其他被试是

如何想的吧，他们也许比我知道得更多一些。”20年后，所罗门·阿

施（Solomon Asch，1951）试图证实当用于判断的刺激物明确且简单

时，那么可能就不会出现对陌生人意见的遵从了。但令他惊讶的是，

自己的预期是错误的。他关于独立性的研究最后成了一个关于群体压

力的规范性影响的经典从众研究。

一群男大学生被告知他们在参加一个视觉判断的实验。在实验

中，他们每人都将看到2张卡片：其中一张卡片上有3条线段，而另一

张上则只有1条“标准”线段（见图2.2）。被试需要判断3条线段中的

哪一条是与标准线段长度相同的。事实上，这3条线段在长度上的差异

非常明显，因此每个人都能够轻易地找出与标准线段长度相同的那条

线段。实验者拿着标准线段和用于比较的线段，要求每个学生依次告

诉他答案。实际上，参加实验的所有学生中除一个学生外其他人均是

主试同谋，并且真被试通常最后一个作答。最初，这些主试同谋的判

断是一致的，但是稍后就会发生一些奇怪的变化。在实验中，除真被

试以外，其他每一个人都说他们看到短一些的那条线段与标准线段一

样长，而实际上长一些的那条线段才与标准线段长度相等。在某几次

关键的判断中，所有的主试同谋都选择了同一条错误线段。这些就是

实验中关键的“从众判断”（conformity trial）。当自己关于明确

刺激物的知觉与团体中大多数人的一致意见相矛盾时，真被试将如何

作答呢？



图2.2　阿施的任务

阿施的从众研究中所使用的刺激范例。被试必须从卡片B中挑选出一条与卡片A中线

段长度相等的线段。在从众测试中，被试可能会发现其他被试毫不含糊地认为图片B

中的线段“1”与图片A中线段长度一致。

实验组中1/3的被试给出了与主试同谋答案一致的错误估计。而私

下里将答案写在纸上的对照组中，被试在这一简单判断任务上几乎没

有犯错。实验组中30％的真被试在总共12次的关键判断中，同意多数

派意见的次数至少占一半以上。大约70％的真被试至少有一次从众，

只有很少的真被试在面对群体压力时保持了独立性——仅仅25％的被

试从未表现出从众。如果你面临如此情境，你又会怎么做呢？

从众的成因

阿施的惊人发现非常清晰地表明，即使面对一个清晰而客观的标

准，群体规范仍然能够对我们的行为产生影响。不出所料，这一结论

引发了大量研究。后来，阿施在实验中引入了一些变量，从而帮助我

们更好地理解从众行为的原因，以及学会如何抵制从众压力。行为的

认可动机。如果那个孤单的真被试得到少许的社会支持，即还有另外



一个反对多数派错误判断的人，那么情况又如何呢？为了找出答案，

阿施让一个主试同谋在一些从众判断中竭力反抗意见一致的趋势，并

公开地反对多数派意见。结果发现，真被试在这些判断中从众的发生

率只有6％。对异议者给予少许社会支持就能减弱从众的束缚。这一结

果令人信服地表明，从众行为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社会支持的完全丧

失。当同样持有异议的伙伴提供了一定的社会支持时，团体社会支持

的丧失就没有那么绝对。但是，当原本支持的同伴抛弃了这个被试，

开始同意多数派的意见时，多数派的力量就会重新发挥它的最大功效

——从众发生率重新上升至30％。因此，在阿施设置的情境中，起作

用的最主要力量无疑是规范性社会影响而非信息性影响。

规范性影响的关键作用在其他一些实验中也同样非常明显。当被

试被允许私下作答，即其作答不会被多数派看见时，从众的发生率就

会低很多（Deutsch&Gerard， 1955；Insko et al.，1985）。另一方

面，当群体对个体有足够的吸引力时，那么从众就更严重（Sakarai，

1975）。如果你喜欢多数派中的人，那么你必定会表现出更多的从

众，因为你希望他们能够喜欢你而不是把你驱逐出团体。

对真理的探索。信息性影响在从众现象中也发挥作用。特别是当

有一定风险的判断本身就具有不确定性，而且在身边似乎有一些专家

时，信息性影响更为重要。除了判断清晰线段的长度这种简单任务以

外，社会心理学家们还创设出许多其他的从众情境。这些情境包括：

在聆听了预先安排好的他人反应以后，要求没有任何怀疑的被试对妇

女衣物的感官质量进行判断；在一个复杂社会问题的几个备选解决方

案中进行抉择；以及在进行短暂观察后，判断用以比较的电脑屏幕上

的圆点数量是否与作为标准的屏幕上的圆点数量相同。这类实验所设

置的情境使人们觉得某些人在特定任务上比其他人更在行，当意见一

致的多数派被认为是在该任务上更在行时，就会有更多的从众行为发

生。尽管在第8章我们将看到少数派有时也会产生影响，但团体规模越



大，通常就会促使越多的从众行为发生（Campbell et al.，

1986）。

自信同样会对从众产生影响。当你在挑选适合某一场合并符合自

己个人风格的时装时，你是否对自己的能力感到自信呢？如果回答是

肯定的，那么你可能就会对那些有关“今年流行趋势”的街头电视访

谈节目无动于衷。但是，那些对自己的“时尚感”没有信心的人却常

常会根据这些电视节目来快速决定该添置怎样的新衣。

性别和单一被试。从众的性别差异与自信有关。人们的刻板印象

和早期研究认为，相对于男性，当女性成为意见一致的多数派的惟一

对立面时，她们更容易放弃自己的观点。但进一步的研究却发现事实

并非如此。更确切地说，男性或女性谁表现出更多的从众，取决于这

两个群体谁更加自信。当男性对从众目标比女性更加熟悉和感兴趣

时，女性倾向于比男性表现出更多从众；而当女性对从众目标会更加

熟悉和感兴趣时，那么男性则会表现出更多从众（Karabenick，

1983；Sistrunk&McDavid， 1971）。



阿施从众研究中的一个场景。编号为6的个体才是惟一的真被试，当其他人就哪些线

段长度相等做出了一个明显错误的判断时，这个真被试大吃一惊。（William

Vandivert）



通过信息性影响产生的从众。

（Drawing by Handelsman；�1971 The New Yorker Magazine， Inc.）

例如，在一项研究中，男大学生与女大学生需要对一些橄榄球用

具和女性流行服饰的照片进行评价（Cacioppo&Petty， 1980）。这些

照片上留有一些意见，并且据称它们是由先前参加实验的被试留下

的。这些意见总共有4类，其中的3类是关于照片实际情况的，而第4类

则是评价性的意见（如“那是一个很棒的用品”或者“这是一款很漂

亮的时装”），这种评价性意见既有正确的（实际上这一用品确实不

错），也有错误的（这是一个不怎么样的用品）。被试除了要自己对

每一张照片上物品的质量进行评价以外，还要评定他们对照片上已有

意见的同意程度。当先前的评价性意见不准确时，男性被试和女性被

试都表现出了较多的不同意见，而不只是一味的表示赞同。但是在男

性被试和女性被试确实表现出了从众的情况中，相对于女性被试，男

性被试在女性流行服饰上表现出了更多从众；而相对于男性被试，女

性被试则在橄榄球用品的不准确评价上表现出了更多从众。这一结果

清晰地表明，当缺乏关于某一主题的知识和自信时，个体会在这一主



题上表现出更强的从众。简而言之，从众再次受到了信息性影响的作

用。

在从众中，什么发生了改变。我们关于从众的定义允许行为与信

念二者其一或者两者同时发生改变。但实际上，从众通常只限于行为

的改变，而行为改变中又涉及对群体规范的公开赞同，这种赞同主要

是为了获得或者保持群体对个体的接纳（规范影响）。但当个体向群

体求助是为了从群体中获取关于正确性的必需信息（或者至少部分地

是为了获取这种信息）时，赞同群体规范的行为可能就同时反映出了

行为与信念两者的变化（信息性影响）。这是一种简洁的两分法。但

实际上整件事情绝不是那么简单。无论是为了获得接纳还是为了获取

信息，从众均有可能涉及比行为“更深层次”的心理过程，而不仅仅

是做出从众行为。

你应该还记得谢里夫利用似动效应而进行的从众实验吧。实验中

形成了一个群体规范，而且群体中的所有被试都做出了相似的判断。

这种社会影响是对每个被试的实际知觉产生了持续性的效应呢？还是

一个短暂的效应呢？在这场群体判断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甚至一年以

后，让被试重新单独进行这一实验，被试仍然坚信自己所“看到”的

移动幅度与先前群体规范所确定的范围相接近（Rohrer et al.，

1954）。可见，社会影响的效果非常持久！

与知觉转变类似的改变同样可以发生在认知水平上。假设在一次

交谈中，一些与你在很多方面都很相似的熟人非常一致地表示，他们

不会改变自己的原则去帮助他人，如果这意味着放弃个人的一些快

乐。这一令人吃惊的表露必定会使你踌躇。但是你会同意这样的观点

吗？在一项研究中，一些大学生就面临这类情境（Allen&Wilder，

1980）。结果表明，如果你确实表现出了从众，那么可能是因为这一

不寻常的群体规范迫使你对它的含义进行了“认知重构”。例如，在



这一背景下，你可能会推断：“改变你的原则”意味着付出更加沉重

的代价和更大的牺牲，而不是简单的一点不方便。在从众情境中，我

们总尽力想要辨认出我们是否遗漏了什么东西，进而常常“恍然大

悟”（Campbell et al.， 1986）。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能会“发

现”某些东西，然后开始以不同角度“对事物进行理解”。我们可能

不仅改变了自己对情境的反应方式，还改变了对情境含义的理解。或

许就如同阿施描述的那样，我们可能不仅改变了我们对某一对象的判

断结果，而且还改变了我们自己关于这一对象的认识。

说“不”的困难。综上所述，人们表现出从众既是为了维持社会

认可，又是为了增加他们在不确定情境中正确行事的机会。个人的这

些动机越强烈，群体吸引力和凝聚力越强大，那么群体施加于个体的

压力就越大。由于这种压力取决于个体如何对群体进行反应，因此个

体不可能轻易地抵制它。在这方面，想想由美国前第一夫人南茜·里

根发起的“对毒品说不”运动。在海报、电视广告以及里根夫人在全

国学校进行的演讲中，相同的信息被传递给了这个国家的青少年：对

毒品说不；当面对毒贩、伙伴或者聚会成员给出的毒品时，应直接拒

绝。毫无疑问，这一明智的口号大力推进了“抵制毒品的战争”，它

无疑增强了公众对毒品使用危险性的意识，并且减少了使用可卡因、

大麻和其他管制药品的青少年人数。然而，根据你已有的关于从众的

知识，你就会发现“对毒品说不”这一忠告入耳而不入心。许多青少

年以拥有高地位的同伴为“酷”，从而显示他们的老练和提高他们的

身份。此外，这些同伴时刻在青少年身边生活着，而不只是一个遥不

可及的电视形象。同伴压力（peer pressure）也是一种从众压力，它

可能非常强烈。同伴压力常常发生在一些青少年帮派中，某人的同伴

压力取决于他在这些帮派中的社会地位和个体生存状态。如果“不，

不，南茜”运动能够引导青少年拒绝同伴提供的诱惑，那么它就会十

分有效；如果无法回避那些有影响力的同伴，那么“不”就可能输给

“好吧，让我们开始堕落并且变坏吧”。幸运的是，正如我们将在第6



章所讨论的，儿童可以学会一些更为有效的用以抵制同伴压力的方

法。

表达异议。获得认可和正确性的愿望并不是从众的惟一心理基

础。人们在一些情况下会拒绝从众，代之以公开地表示异议，从而显

示自己独特的个性。作为一种自我表现的行为，表达异议特别容易出

现在一些人们有更多选择，而非简单地对多数派意见表示赞同或反对

的社会影响情境中。当有可能提出第三种意见的时候——而这第三种

意见可能与多数派的意见相容，也可能不相容——一些人就会采纳第

三种意见。在验证这一效应的研究中，实验者要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

校的大学生听一些故事。这些故事描述了大学生常会遇到的一些特定

问题（Santee&Maslach，1982）。图2.3呈现了其中的一个故事。每个

故事后，要求被试给出他首选的问题解决方案。共有三个备选方案呈

现给被试，其中的两个是普遍被认为明智的好方案，而剩下的一个则

毫无疑问是一个很糟糕的方案。被试可以从这3个方案中选择一个，也

可另外提供一个他自己的解决方案。但是，在从众判断中，被试会获

悉：最好的一个解决方案是其他3个被试共同选择的那个结果。如先前

我们已经看到过的研究一样，多数派的在场将会对决策结果产生明显

的影响。相对于在单独作答时被试只有50％的情况会与多数派选择相

同的答案，当多数派在场时被试在近70％的情况下与多数派做出了相

同选择。

那么，没有表现出从众的那30％的反应又是怎么回事呢？在这部

分反应中，除极少数是同意糟糕的备选方案之外，其余的一半是选择

另一个好的备选方案。而另外1/3的非从众反应则是由被试自己提出解

决方案。因此，非从众可能具有不同的形式和实现方式，有时异议只

是表达不同的意见，拒绝附和大众的意见；而有些时候，异议会更具

创造性——例如，“各位，这儿有一个更好的主意。”此外，似乎存

在特定的人，他们倾向于通过给出一个新答案而“创造性地表达异



议”。在进行从众研究的几周前，实验者对被试进行了一系列的人格

测量。然后把这些测量的分析结果与在从众情境中的反应相联系，从

而勾勒出一个“创造性异议者”的轮廓：这类人通常具有较高的自尊

水平，在社交情境中的焦虑水平较低，并且有较强的个性化

（individuated）倾向（Maslach et al.， 1985）。个性化在这里意

味着一种希望以与他人不同的方式行动的愿望，从而坚持表达不同的

意见。可假定的是，拥有这些特点的人有非常强烈的自我表现的需

要。因此，当有这样一个机会时，他们必然会加以利用。

图2.3

桑蒂与马斯洛克（1982）在研究从众情境中的创造性异议时所使用的项目样例。在

这一例子中，前两种解决方法被判断者评定为是好的，而第三种则被评定为是坏

的。在获悉了其他被试选择了两种好的备选项中的一项后，被试需要做出一个选

择。除了在1、2、3这3种备选项中做出选择外，被试可以创造出一个他自己的解决

方案作为第4种选择。

再谈性别与单一被试。个性化和自我表现的倾向与从众中存在的

性别差异有着很强联系。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就从众而言，相对于



知识和自信，性别的影响并没有那么重要。然而就整体而言，似乎存

在这样一种趋势，即男性表现出较少的从众，因为他们更倾向于把持

有异议视为一种表达自身能力的方式。男性倾向于相信“与众不同”

是一种能力，他们必须保持独立性；相反，女性则倾向于认为，就与

群体内其他人合作以及与他们意见一致才是能力的体现。因此，对于

女 性 而 言 ， 她 们 能 够 通 过 从 众 来 实 现 积 极 的 自 我 表 现

（Santee&Jackson， 1982）。然而请注意，这些性别差异只是针对

“平均水平”而言；它们当然不能刻画所有男性和所有女性的特点。

实际上，相对于后天习得的个性风格和兴趣的性别差异，生物学上的

性别差异并不那么重要。那些具有符合传统概念中“女性化”个人品

质和兴趣的男性，会与那些具有相同个人品质和兴趣的女性表现出一

样多的从众。而更具“男性气概”的女性和男性都则会表现出较少的

从众（Maslach et al.， 1987）。这一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

事例，它说明了人格或个体差异是如何与情境变量相互作用，进而决

定人们在从众的背景中如何进行反应。

从众：好事还是坏事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建设性的异议（constructive dissent）

和独立性都是非常值得称道的品质，特别是对于那些被教育应该重视

这些品质的美国人来说则更是如此。但是，从众是否值得称道呢？假

如我们称呼你为“墨守陈规的人”，或者（更糟糕的）“盲从者”，

你会如何反应呢？也许你会口吐粗言进行反击。但事实上，在大多数

情况下，从众却有着非常重要的社会价值。社会的平稳发展要求人们

能够遵从于某些特定的规则。对社会规则和社会规范的从众在社会交

往中起着润滑作用。同时，从众使我们能够建构社会行为，并预测他

人的反应。此外，个体可以通过向他人寻求指导从而避免重大的个人

灾难。



从众压力甚至可以导致某些社会事件。在1986年，数百万菲律宾

人采用和平抗议的方式，对马科斯的独裁政府进行反抗。抗议包括了

静坐示威、罢工斗争以及政府军士兵采取的非暴力妨碍运动。最后，

这些公众行为的蔓延变成了成功推翻马科斯政府并有利于克拉松·阿

基诺的无流血政变的工具。尽管民众对菲律宾军事独裁的愤恨早已存

在，但是只有在大批民众积极采取了一些抗议活动后，才会有越来越

多的人参与到抗议人群中——尽管人们经常恐惧那些会迅速出现的惩

罚。从众可能不是整个事件最主要的导火索，但它通过引入更多的反

抗者或者是心存畏惧的中立者，从而推动了整个事件的发展。从众过

程（conformity processes）在其中所起的推动作用是：大批的民众

参与到同一行动中必然会吸引更多的民众参与，从而最终形成了一大

批有影响力的民众。

服从：权威下的行为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考察了从众。从众就是在没有明确要求的

情况下，个体改变自身行为以与“其他人”的行为保持一致的现象。

要对某个人提出的直接而明确的要求说“不”，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

事，尤其是当这个人以权威的身分出现时。这就是服从（obedience）

现象，或者说，是在没有任何个人意愿的情况下按照他人的要求而行

动的现象。像从众一样，服从也是一种日常生活事件。例如，当父母

命令孩子回自己的房间时，孩子通常会照做。当救生员告诉沙滩上玩

耍的人们说太吵时，这些人就会把他们的收音机关掉。一个非常可怕

的极端服从案例是，二次大战时期在纳粹死亡集中营中，年轻的德国

士兵服从上级命令杀害了数百万的无辜民众。当然，在许多这样的案

例中，违抗命令的后果都是非常严重的，因为命令的发出者具有强迫

命令接受者实施命令的权力，有时这种权力还具有暴力性。但由斯坦

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 1965；1974）——所罗门·阿



施的一个学生——所进行的一系列著名的电击实验发现，当说出

“不，我拒绝按照你要求的那样做”并不会导致消极的暴力性结果

时，对非正义权威的破坏性服从仍然会发生。

米尔格拉姆的脚本：如果希特勒叫你电击一个陌生

人，你会服从吗

以被试的视角对米尔格拉姆的实验进行描述是一种最好的方式。

让我们假设你就是一名被试，通过报纸上的一个广告，你签约参加了

一个名为“记忆与学习”的研究。你按约定的时间到达了实验室，受

到一位身穿白色实验室外套、看上去很严厉的实验者的欢迎。当然，

这里还有另外一个被试。实验者以亲善的措辞简要地告诉你，这一实

验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帮助人们改善记忆力的方法。然后，他继续向你

们两人解释说，已经有研究证实了奖励有助于提高记忆力，但是还没

有人研究过对错误进行选择性惩罚是否会有助于提高记忆力。而这一

实验就涉及惩罚对学习和言语记忆的作用。在实验中，你们中的一人

将扮演“教师”的角色，而另一人则扮演“学习者”。你们俩依次从

一个帽子中抽取一个纸条，而随机抽签的结果决定你将扮演教师，而

另一位则扮演学习者，即你的学生。实验中，教师先把一对对匹配的

单词念给学习者听；然后，教师给出每一配对单词中的第一个词，要

求学习者给出与之相联系的另一个词，从而来测试学习者的记忆力。

当学习者给出了错误答案时，他就受到电击惩罚，电击是通过轻击

“电击发生器”的30个开关中的某一个来进行。这些开关以15伏特为

单位，分别标注了从15伏特到450伏特渐增的指定伏特数。同时这些开

关上也有一些描述性的标注。例如，“轻微的电击”是15～60伏特，

“非常强的电击”是375～420伏特。435～450伏特则只是简单地标注

上了“XXX”。实验者告诉你，作为教师，先用较为温和的15伏特的电



击来惩罚第一个错误，然后以15伏特为单位，逐步增加对后续每个错

误的电击强度。

接下来，你跟着实验者，以及与你同道的被试，即学习者——一

个温和并且讨人喜欢的中年人——一同走进附近的一个房间中。学习

者被固定在房间中的一张椅子上，并且夹上了传送电击的电极。但

是，他的皮肤上会先被涂上电极糊——以“避免产生水泡或者被灼

伤”。这个学习者有一点担心，向实验者和你提到说他患有“轻微的

心脏病”，但实验者向他保证说，“虽然电击会有一点疼痛，但绝不

会造成永久性的组织伤害”。接着，实验者将你带到主控室中的座位

上，在你座位的前方就是电击发生器。实验者会对你进行一次示例性

电击，这一电击让你退缩了一下。你估计这一电击可能是75伏特，但

实验者说实际上它只有45伏特。

现在，让我们开始使用你那特殊的教学辅助手段来帮助学习者提

高他的记忆吧。第一个错误答案出现了，并且一个电子蜂鸣器响了；

你按了一个电击开关，纠正了错误——然后让我们进入下一轮问答。

错误答案继续出现（大约每4个回答中有3个是错误的），而你给予的

电击强度按照15伏特的小步伐不断地增加。到75伏特时，你听到学习

者发出“啊”的呻吟声。而在150伏特时，学习者开始叫喊着要求出

去，说他感到心脏很难受。当电击强度为180伏特时，学习者说他不能

够忍受电击带来的疼痛感了。到210伏特时，学习者威胁说将不再做出

回答并且要求停止实验。当270伏特时，他疼痛得发出尖叫。当电击强

度超过300伏特时，学习者的尖叫变得极其痛苦，并且时间延长。然

后，在给予了330伏特的电击后，周围安静了。你向实验者求助，告诉

他学习者这次没有做出反应，而你也不想再继续进行下去。实验者提

醒你说规则中说没有做出反应也是一种错误，应该用下一级水平的电

击进行惩罚，他要求你继续下去。



你代表你的学习者表示抗议，而实验者则使用这样一些陈述进行

反驳，例如，“你继续下去是绝对有必要的”和“你没有其他的选

择，你必须继续”。好，你开始有点儿想服从了，不过就谁为那个家

伙负责这一问题你提出了疑问。而你被说服去相信实验者将承担所有

的责任。“老师，请继续下去！”你会吗？你会继续下去吗？到了何

种地步这一切才会全部结束呢？仅仅在一个权威的命令下，普通人

——比如你——在450伏特电压的范围内，究竟能实施这种残忍的甚至

是致命的电击到怎样的程度呢？在正式实验以前，米尔格拉姆曾经对

大学生做过调查。调查表明，就平均而言，普通人在违背实验者的命

令并放弃教师这一角色时，他们所给予的电击强度可能会达到135伏

特。绝大多数人认为，没有人会达到450伏特的电击强度。平均起来，

接受调查的大学生们估计100人中会有1个人会坚持到底。接受米尔格

拉姆调查的40名精神病学家则估计1000人中只有1人——那些虐待狂

——可能会坚持到最后。米尔格拉姆自己则预测几乎没有绝对服从的

存在。



米尔格拉姆的服从研究实验室的几个场景：（a）电击发生器；（b）给“学习者”

安上电极；（c）实验者指导被试（“教师”）；（d）被试离开他的位置。

（资料来源：the film Obedience， NYU Film Laboratory）

然而，实际结果表明，这些估计都偏低。在米尔格拉姆（1963）

测试的第1批共40个被试中（均为从20到50岁的男性被试），有25个被

试一直将电击加大到了450伏特；也就是说，有63％的被试对无辜的学

习者给出了最大可能电击，从而使其成为实验的受害者。正如图2.5总

结的那样，在第2次实验中，65％的被试给与了最大强度的电击。多数

人表现出了绝对服从。

此时，在你必然地感到恐惧时，我们至少可以向你保证，其实学

习者并没有受到任何电击。那个学习者只是一个受过训练的扮演这一

角色的主试同谋；而那些呼喊和尖叫声则是预先录制好的。教师—学

习者的抽签也是被操纵了的。但是扮演教师角色的真被试并不知道这

一情况。通过实验后的访谈，以及对记录该残酷实验过程的胶片中所

反映出来的紧张与忧虑的分析，可以判断被试们相信实验中的所有事

情都是真实的。



图2.4　米尔格拉姆的一个早期实验的电击结果

从寻常人的角度来解释不寻常的行为

仅仅是因为权威人物的要求，个体就将如此强烈且无疑具有危害

性的痛苦施加到另一个人身上。怎样来解释这种出人意料的失常行为

呢？一个直接的自然反应是对被试样本的怀疑：可能这些被试发疯

了，或者正好是一群虐待狂？但是，由于“教师们”本人表达了他们

所亲历的痛苦和不安，我们可以断定上述怀疑是不可靠的。许多被试

显得极度紧张，并且事实上所有的被试都在抱怨，在言语上表达了不



满，即使他们不断地按着电击开关。米尔格拉姆（1963）报告说“观

察到被试们有出汗、颤抖、口吃、咬嘴唇、呻吟和将指甲嵌入了自己

肉中的现象”，并且出现了“经常性的神经质式的发笑”。当女性被

试在这种实验中扮演教师角色时，她们常常会哭泣——虽然在继续着

她们那痛苦的提高记忆力课程。有人认为实验脚本不可信，被试并不

是 真 地 相 信 另 一 个 人 正 在 受 到 伤 害 ， 才 按 要 求 行 事 的

（Sheridan&King， 1972）。但上述证据和其他数据排除了这种可能

性。

被试样本的人口统计学特征，以及其他一些被试样本重复验证了

这一结果的真实性，也反驳了“坏家伙”的解释。从总体上说，米尔

格拉姆采用的样本对于美国人口而言是十分具有代表性的。他真实地

测试了数以千计的被试——包括邮递员、建筑工人、工程师、高中教

师、售货员、工人、大学教授以及耶鲁大学的学生。所有的实验结果

是一致的：温顺地服从非正义的权威。

因此，我们似乎不得不把米尔格拉姆所观察到的服从视为社会影

响的“常规”事例。如果确实如此，那就让我们来看看在服从中，规

范性社会影响和信息性社会影响是否会起作用。首先，充当教师角色

的被试处在一个非常新异的情境中：一个实验室，一个科学家在场，

还有一个很奇怪的任务。简言之，被试几乎没有可以依赖的经验或者

已知的行为规则可作为行为的向导。“规则”由一个拥有高地位和权

威的人提供，并且这个人大概是现场所发生事件的专家。这一情景似

乎适用信息性影响。实验者拥有被试所需的信息。由于教师面临一种

严重的冲突：是继续伤害那个可怜的人，还是停止伤害并扰乱一个看

上去很重要的实验，因此实验者拥有的信息对教师而言就具有异常重

要的价值。同时，被试在处理这一问题时是有时间压力的，正如米尔

格拉姆（1963）所指出的那样，“实验只给了被试很少的考虑时

间”。在持续压力的作用下，被试可能就会接纳实验者的信息，即



“他继续进行实验对于科学研究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并且不会对他人

产生身体上的伤害”。当被试意识到道德问题时，他可能会就实验者

所宣称的真相提出一些质疑。但是，因为没有机会确认这些疑问或通

过与他人讨论来思考它们的含义，所以这些疑问常常又会被忽略掉。

另外，规范性影响也会发挥作用。停止实验是否会让被试看上去

像一个冲动的傻瓜？身为心理学家的实验者是否会认为这个被试无

知、冲动、过于敏感，或者“怯懦”，继而表现出他的不满呢？如果

你拒绝继续实验，可能会导致这些人际间的麻烦；而不提出任何质

疑，继续下去，则会更容易一些。

服从：部分规范性，部分信息性。米尔格拉姆的进一步研究证

实，信息性压力与规范性压力——期待正确和避免耻辱——迫使人们

在这一令人吃惊的展现破坏性服从的实验中以违背他们自己意愿的方

式行动。这一点清晰地反映在图2.5中，该图总结了米尔格拉姆利用一

千多个被试进行的18个不同实验的研究结果。最初的研究是在耶鲁大

学这所令人崇敬的学术殿堂进行的。而在一个有点破旧的市区建筑物

中（这座建筑外挂有名为“布里奇波特研究协会”的牌子）重复这些

实验时，绝对服从的比例从63％下降到了48％。当由一个“普通人”

来发出命令时，服从的比例下降到20％左右。但是当以中学生为被

试，在普林斯顿大学进行该研究时，服从的比例则上升至80％

（Rosenhan， 1969）。据此，我们预期存在这样的变化形式：伴随着

实验者的专家性质或权威性的降低，信息性影响压力在下降，从而导

致服从比例的下降；反之亦然。



图2.5　18项实验中的服从现象

在米尔格拉姆的19个研究变式中，关于从弱到强的服从效果的剖析图。

（资料来源：Miller， 1986）

你一定想要打破这种“服从效应”，想要证明服从效应是源于一

些情境因素，而非被试的人格特征，对吧？那么你只需看一下图中编

号分别为12、14、15、11和17条件下的数据。在这些条件中，学习者

要求被电击而实验者没有作此要求，这时被试并没有服从学习者的要

求；被试不服从的情况还可能是权威成为受害者；或存在两个权威，

但他们的意见相矛盾，从而使权威的地位有所下降；或安排了两个不



服从并且反抗命令的同伴。简言之，有许多情境力量能够增加或者减

少服从效应。当情境的一些方面传递信息说，这个权威有着非常高的

地位和权力（信息性的），或者如条件18中那样，当观察到同伴中有

人率先服从并实施了电击，那么服从效应就会增强（规范性的）；而

当权威的力量减弱，或是异议和反抗获得了一定的社会支持时，服从

效应就会减弱。当被试与受害者的直接接触更少时，服从也会增多。

这会让人们以更加不人道的方式看待受害者。因此，人们遵从权威

——它的信息价值和规范性力量——有时会带来好的结果，有时却会

带来坏的结果。

显然，这一实验引起了关于在科学研究中如何对待人类被试这一

严肃伦理问题的忧虑。由于研究者们对伦理问题较强的敏感性，以及

联邦委员会和大学委员会对研究工作的审查，现在当然无法再进行这

样的实验，但是，对米尔格拉姆服从实验的价值与谬误的争论仍然在

继续（Baumrind，1964， 1985；Miller， 1986）。

服从权威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使用相同概念对米尔格拉姆的

服从实验和阿施的从众实验进行解释是一个明智之举，它能够阐明这

两种现象的一些重要的相似之处。但是，“希望正确”和“希望被喜

欢”并不能够完全解释米尔格拉姆实验中“教师们”表现出的服从

（Insko et al.， 1985）。我们需要就第1章中已经讨论过的情境力

量做更进一步的探讨。但为什么情境的力量会如此强大呢？米尔格拉

姆本人认为，服从“可能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倾向，它实际上是一种能

够征服道德规范、同情心和社会操行的强大驱力”（Milgram，

1963， p.371）。另一位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罗杰·布朗（Roger

Brown， 1986），对这一观点表示赞同。他认为“打破习惯性服从

的‘反服从训练’，其必要性不亚于消防训练”（p.35）。



米尔格拉姆与布朗所讨论的是，学习行为的指定性规则在这个复

杂的现代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无任何异议地服从合法权威是我们学会

的其中一条规则。通过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的工具性学习和观察性学

习，通过父母、宗教领袖、教师和政治人物的教育，我们充分地学习

了这一规则。就像从众一样，服从也有其益处。服从通过让社会避免

混乱和无政府状态，从而使社会受益；因此，在社会生活中命令广泛

存在。同样，通过学习那些能够帮助我们避免某些惩罚（例如，因蔑

视老板而失业；因忽视警察发出的靠边停车的命令而被逮捕）和获得

某些奖励（例如，专家的合理忠告）的经验规则，使我们个人也能在

服从中受益。

但是，问题仍然存在。“服从合法的权威人物”这一规则可能会

被人们学习得太好以至于人们会对它过度使用，把权威角色与服从之

间的关系过度概括化。社会心理学家罗伯特·恰尔迪尼（Robert

Cialdini， 1988）在这一问题上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他认为当社

会环境能够提供某些特定线索时，一些类似于“服从权威”的社会规

则就能够被自动激活——辨别性刺激发信号说已经为快速反应做好了

准备，请不必思考，按照已有脚本行事。

停一下！你刚才所读到的都只是一些抽象原则，这些抽象原则可

能与你的个人生活没有什么关联，所以请停止对它们进行继续加工。

让我们来进行一个思维实验。回想一下米尔格拉姆的基本范式中的实

验脚本，并且假设你就是拒绝服从的少数强硬派中的一员。你不会将

实验进行到底，在给出了300伏特的电击后你就放弃了实验。这使你感

觉到自己像英雄一样，不是吗？你抵制住了压力，而大多数人却屈服

于这样的压力。好，那现在又该怎么办呢？你下一步行动是什么呢？

你是否会从你的指定座位上站起来，然后去帮助那位学习者，你的学

生，或者仅仅是去确定一下他的情况？你已经对他进行了伤害，也许

是严重的伤害。这是此时应该做的仁慈明智之举，不是吗？“嗯，当



然，我一定会这样做。”但是我们却坚信你不会这样做，甚至于我们

可以大胆地打赌说，你，或者其他任何一个人，都不会从指定的座位

上站起来。为什么我们会如此肯定呢？猜猜在参与过这些研究的众多

人中有多少人是以这种“英雄式”的方式做出反应的呢？

曾与斯坦利·米尔格拉姆一起就读于纽约布朗克斯街区门罗中学

的同学对上述问题的答案感到非常好奇。他的答案非常敏锐而简洁：

“一个也没有，绝对不会有。”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在那

些被试中没有任何人能够勇敢而诚实地放弃实验，拒绝绝对地服从？

为什么不去做这种理智的事情，去直接帮助那个被他们伤害了的人

呢？

“呆在你的座位上，直到我告诉你能够离开为止。”这可能是我

们早期童年教育中所接受的最持久的教导之一——通常来自小学教

师。这种行为规范被充分地内化，它控制了“英雄们”在米尔格拉姆

实验中的反应方式，这些“英雄们”违背了实验者提出的外部命令，

但是却绝对服从了这一根深蒂固的内在命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

为在米尔格拉姆研究中所反映出来的对一般权威的服从是绝对的，完

全100％的。直觉的服从。一个貌似权威的人物向我们发出一个命令，

于是我们便以类似于膝跳反射的方式，选择了服从。这类盲目的反

应，这种习惯性的反射，源于我们对心理效能（mental efficiency）

的需要。在决定采取行动之前，对每一项社会接触都进行分析是对时

间的无谓耗费。因此，我们求助于“经验规则”或者直觉判断

（judgmental heuristic）。直觉判断是一些类似于“服从权威”的

心理捷径，能够降低思考的需要并加快反应的速度。通常这些捷径规

则都能很好地发挥作用，这也是我们经常使用它们的原因。但是，这

些规则也可能让我们陷入困境。考虑一下安迪·鲁尼对这些捷径的使

用。安迪·鲁尼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电视栏目的评论员，

他在1990年因对一名杂志记者做出偏见性的评论而被停职。10年前，



鲁尼公然对抗那些批评CBS同性恋节目的人，称他们为“同性恋者”

（而实际上他们并不是）。鲁尼说他知道他们是同性恋者，用他的话

说，是因为：“我是一个记者，多年来在进行快速判断时，偏见帮我

节约了大量时间。”（San Francisco Chronicle， 1/29/90）。

有时，问题在于对规则的误用。我们没有注意到依从情境中的一

些关键性细节，因此没有发现这个人其实并不“合法”，或者命令或

建议其实是错误的。除了规范性影响压力和信息性影响压力外，这种

对规则的误用也正是发生在米尔格拉姆实验中教师角色身上的状况。

权威的象征符号——实验者身上的白色实验室外套、他的名气、头

衔、科学气氛——使被试草率地运用了“服从权威”这个会有很多例

外情况的规则。

在米尔格拉姆实验中，情境的压力与冲突加速了服从规则的错误

运用。人们在焦虑的时候就更加难以进行理性思考。同时，想要一劳

永逸地解决困境的愿望会变得更加强烈。不作任何质疑的“无头脑地

服从”有时被认为是一种逃避情境的表现。个体会想：“就让我一劳

永逸地解决这件事吧”。然后就不会再思考，而是执行权威的命令。

启动不服从的退出按钮

米尔格拉姆的实验情境中有很多“服从暗示”——而那些表示可

以藐视权威的“不服从暗示”却很少。回想一下，当身边有不服从的

榜样出现时，充当教师角色的被试就会表现出更少的服从。榜样不仅

为那些希望放弃对学习者进行电击的被试提供了社会支持，而且可能

还“向他们展示了不服从行为的方法”。实际上，被试单独一人时可

能不知道在这种不寻常的情境中应该如何表达拒绝。社会心理学家李

·罗斯（Lee Ross， 1988）指出，如果在米尔格拉姆实验中设置一个

被试能够看得见的、容易触及到的“放弃”按钮，那么被试的服从就



会大大减少，因为这一按钮向被试暗示了停止他们的破坏性服从的正

确性以及停止的方法。

这一点可以扩展至日常生活中的依从情境。例如，你因为不知道

如何在不伤害他人感情或能够保持礼貌的情况下，轻松而优雅地从电

话推销员或上门推销者的推销中抽身而出，因此你不得不聆听他们的

推销说辞。那些职业游说者们就是依靠这种反应来使他们的受众能够

聆听他们关于捐献或者购买的信息。当面对这样的情境时，你可用的

对策包括：（1）相信自己“似乎有什么不对劲”的直觉；（2）不要

接受他人呈现给你的对当前情境的解释，他们追求的既定利益可能与

你有所不同；（3）考虑一下“糟糕的情形”，并且按照这种可能性去

行动；（4）制定出一个逃脱计划，并且尽快实施；（5）不用顾虑别

人会因你的行为而对你形成什么样的印象。请记住，当你处在一个安

全情境中，如果你犯了错误，那么你任何时候都能够就此而道歉；

（6）考虑上述逃脱计划的具体情境，并在脑海中进行一次预演，把它

运用到你生活的不同情境中去。

在你的人生中，你可能会经历很多这样的情境，一些权威向你施

加压力并迫使你遵从他们的要求。在这些情境中，有些要求可能是不

道德的、违法的、邪恶的，或者对你来说是不合理也不合适的。发生

在政府、军队以及商业高层中的许多丑闻，均可最终归结为强势权威

人物要求他们的下属按照自己的要求行事，比如成为“团队成员”，

不要“捣乱”等等。但是，同样的情况也会不时地发生在医生与护

士、老板与员工、教师与学生、父母与子女之间。你该怎么做呢？无

疑，必须迅速制定一套心理对抗策略。这类诱发依从的情境在某些方

面看上去似乎不怎么适当，并且与其他一些依从情境有着重要差异，

因此需要对这些方面保持警觉。当你注意到这点时，应该对它进行质

疑，切勿不加批判地接受。例如，如果米尔格拉姆的实验者真地想要

研究不同强度的电击对学习和记忆的影响效果，那么，为什么他需要



由你来实施电击；为什么他不自己来实施呢？——当然，除非研究者

对你和你的反应感兴趣。一旦开始思考这些问题，你必须在心理上从

即时的、进行中的情境要求中退出来，从而得到一段“暂停时间”，

使你能够尽力理解所有的问题。理想的情况是，你应停止你的行动并

从情境中脱离出来，这样才能使自己远离影响者的直接力量范围。在

没有仔细思考，或者没有与那些你所信任的、将你的利益放在心上的

人进行讨论的情况下，不要做任何决定。

膝跳反射心理学：由直觉形成的影响

“服从权威”并非是惟一的经由社会化过程而形成的行为支配规

则。正如我们在从众研究中探讨团体规模大小的影响时所看到的那

样，绝大多数人通过训练和经验，学会了在多数派意见与正确性之间

建立联系。这里的直觉（heuristic）（或决策辅助规则）是指“他们

不可能都犯错”。此外，还有两种社会规则存在于绝大多数的——尽

管不是所有的——人类社会习惯中。通常，这两种社会规则使社会得

以正常地运转。这些规则对于实现符合我们意愿的依从十分重要。一

个规则是互惠规则（reciprocity rule），它是指我们应该回报那些

帮助过自己的人；另一个规则是承诺规则（commitment rule），作为

一种信念，承诺是指我们应该履行自己的诺言和契约。恰尔迪尼

（Cialdini， 1987， 1988）认为，这些规则在下述情境中对行为具

有支配作用：（1）情境提供了一个线索，表明有规则与该情境相关

联；（2）情境阻挠了我们的深思熟虑。

互惠规则

人类学家、道德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已经详尽阐述了互惠规则。

作为一种社会规则，它要求我们去帮助那些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社



会学家阿尔文·古尔德纳（Alvin Gouldner， 1960）认为，这一规则

是普遍存在的，是人性的基础。没有人会对此观点提出异议。我们大

多数人习以为常地使用这一规则来影响他人。研究也证实了互惠规则

的普遍性。

在一个实验中，要求成对的被试对图片进行知觉判断和美学判断

（Regan， 1971）。在一种实验条件下，每对被试中的一个人，他实

际是一个主试同谋，在一个实验间歇离开实验室。几分钟后，他拿着

两瓶可口可乐回到实验室，并将其中一瓶免费赠送给另一被试——真

被试。而在另一种实验条件下，则没有发生赠送可乐的事情。稍后，

在图片判断完成以后，主试同谋会询问真被试是否能够帮自己一个

忙，以每张25美分的价格买一张或者多张彩票。那些接受了可乐的被

试所购买的彩票数量几乎是没有接受可乐的被试购买数的两倍。得到

帮助引发了一种义务感，从而产生了报答这一友好行为的动机。

吃 闭 门 羹 ， 得 好 处 。 被 称 之 为 “ 闭 门 羹 ” 技 术

（door�in�the�face technique）的方法是一种更加神奇的赢得依

从的方法，它似乎与互惠规则也有某种联系。该技术是这样一种策

略，即首先提出一个几乎一定会被拒绝的、非常大的请求——门当着

你的面砰然关上。然后，在请求被拒绝时，再提出一个小一点的请

求。研究——以及全世界销售人员的实践智慧——表明：在某些情况

下，提出较大请求后再提出较小请求，比直接提出那个较小请求，更

有可能被接受。还记得希拉里不情愿地借给简20美元的那个例子吗？

简一开始提出的是借100美元。希拉里“被施以了‘闭门羹’技术”。

一 些 与 商 业 有 关 的 现 场 实 验 证 实 了 “ 闭 门 羹 ” 技 术

（Mowen&Cialdi�ni， 1980）。实验者在一所大学校园的人行道上拦

住一些行人，希望他们能够答应自己的请求，完成一个由“加利福尼

亚互助保险公司”进行的关于“住宅或宿舍安全”的调查。实验者对



行人保证，这份调查只需要15分钟就可完成。对其中一些行人，实验

者非常有礼貌地直接提出要求，希望他能够完成这份简短的调查。因

为大学校园是一个非常繁忙的地方，而关于保险的调查又非常枯燥，

所以不出所料，只有29％的人答应了这一请求。然而，另一些行人则

被作为实施“闭门羹”技术的目标人群。对这一部分的受访者，实验

者首先请求他们填写一份需要2小时才能完成的问卷调查。被拒绝后，

实验者询问这些行人是否至少可以帮助完成这一马拉松式调查中最为

重要的一部分：那个需要15分钟完成的问卷。53％的受访者答应了这

一请求。

在其他情境中，研究者也发现了这种先拒绝后答应效应

（no�then�yes effect）。为什么互惠会以这样的方式起作用呢？一

种答案是“请求者从最初的请求转向第二个更加温和的请求，会被请

求对象视作一种让步。这一转向非常有利于第二个更加温和的请求。

为了报答这一让步，请求对象必然会从他那毫不依从的立场……转向

一个依从的立场。”（Mowen&Cialdi�ni， 1980， p.254）。与这一

解释相一致，当一个较小请求没有被视为真正的让步，例如当一个请

求帮助的人提出一个较小的但却可疑的不同行为指向的要求时，“闭

门羹”效应就不会出现（Mowen&Cialdini， 1980）。这样的失言可能

会引发这种想法，“这个家伙原来一直就在想这第二件事”。

折扣技巧……与“闭门羹”技术具有某种相似性的另一种依从策

略也涉及互惠规则，但是这一策略并不需要在“答应”前做一个“拒

绝”的反应。本书作者之一和他的妻子曾经为他们的居室购买过一张

地毯。在他们光顾的第4家店中有一张似乎正好符合他们的需要和预算

的地毯。这张地毯非常不错：物有所值，颜色合适，在一家著名的店

铺中销售。不会再有什么奢望了吧？尽管他们倾向于购买但还是有点

犹豫，他们告诉售货员自己需要时间考虑一下。紧接着，售货员帮他

们拿了一个样品到商店的一个专门区域中，提醒他们应该看一下这张



地毯在灯光下看上去有多美，而这一专门区域就是为了这一目的所设

立的。然后，售货员离开了一会儿，大约10分钟以后才回来。没等作

者开口，这名售货员以和蔼而自然的语气说：“关于价格，实际上我

可以再做一些让步。因为这种地毯我们有一整卷的存货，所以我们可

以以每码再便宜2美元的价格卖给你们。”当场成交！真便宜！

如果这个男孩以正确的方式提出请求——使用“闭门羹”技术，那么巴姆斯特德很

有可能就答应了。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of King Features Syndicate， Inc.）

但我们这位友善的作者，一个自认为知道所有窍门的人，对这一

自发的“优惠交易”苦思了很多天。毕竟，顾客当时已经表现出了真

诚的兴趣，并且可以接受它的价格。没有讨价还价；似乎也没有这一

必要。另一方面，售货员可能对于是否能做成这笔交易并没有把握。

通过优惠使买卖双方都不再犹豫。这是不是促成成交的关键因素呢？

几乎可以肯定，这就是关键因素。这一事件之后两个月，一篇论

文发表在一本社会心理学杂志上，文章报告了与那位地毯售货员所使

用的依从技巧相类似的多个实验。研究者称之为“折扣技巧”

（Burger， 1986）。在其中的一个实验中，研究者要求在面包店工作

的学生以75美分的价格卖出由一个纸托蛋糕和两块饼干组成的食品。

所采用的一种方式是直接销售：简单地以75美分的价格销售这套捆扎

食品。另一种策略则是首先以75美分的价格销售纸托蛋糕，在被同伴



售货员短暂打断并且与他商量后（在顾客决定购买以前），给出一个

修订后的销售方式：在原有商品中再加入两块饼干，但价格保持不

变。在直接销售条件下，购买率为40％；而在优惠销售条件下，由于

使用了折扣技巧，购买率上升至73％。互惠式让步再次发挥了作用。

在一商品中加入一些东西会被视为是一种协商，这使潜在的顾客感觉

到必须通过购买这一“优惠”商品进行报答。

在“闭门羹”效应和“折扣效应”中，互惠规则可能不是惟一起

作用的因素。另外的一个因素是知觉对比。在与第一个大请求（或非

优惠交易）相对比的情况下，第二个更小请求（或优惠交易）就会显

得更小（或更物有所值）（Burger， 1986）。相对于可能需要2小时

的情况，15分钟的问卷作答可能看上去只是时间上的一个小小牺牲。

承诺规则

除互惠规则外，承诺规则——恪守自己允诺过的言行——是另一

个用以获得他人依从的非常重要的心理手段。古老的格言“人如其

言”反映了我们文化中的一个基本准则。违背诺言是一种不可饶恕的

罪恶，它会导致厌恶与不信任。这一点非常有意义。那些言行不一的

人或者（更糟糕地）行为违背誓言的人，会让人觉得他们是难以预测

的，我们把他们称为伪君子（hypocrite）。要在一个完全由这种人所

组成的世界中生存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此，毫不奇怪，忠实于

自己所自由选择的行为在我们年幼时就已经根深蒂固地存在了。言行

一致是自幼习得的一种与此关联的社会价值。

这里，关键的心理过程是初期承诺对后续行为产生的捆绑效应

（bind�ing effect），在这种前后一致的行为剧本中，后期行为自

然会跟随先期行为。尤其是当先期行为是公开的和自由选择的，或者

人们误以为如此时，就更是这样了。例如，在说服（persuasion）这



一研究领域中已为大家所接受的一个结论是，公开陈述自己关于某一

社会事件的观点能够帮助个体更好地抵御那些劝导相反观点的信息

（Kiesler， 1971；Palla et al.， 1972）。在阿施的从众实验中也

表明了公开承诺对一致性的推动作用。在阿施的实验中，公开承诺导

致了被试在反应上的巨大变化。如果被试首先陈述了他对线段长度的

判断，然后再听到一个与之不同的多数派意见，那么当要求被试重新

考虑时，被试很少会改变自己的判断以求与多数派意见一致

（Deutsch&Gerard， 1955）。

你可能很容易就对公开承诺的效果产生共鸣。由于希望通过宣告

你的意图而使自己坚持得更久一些，你是否曾经告诉你的朋友你准备

开始减肥、戒酒或者坚持每天晚上学习？这种情况经常会出现——如

我们将在第9章中所见，事实上，公开承诺是那些经营减肥事业的工作

坊、咨询中心和其他提供自我改善等服务公司的人的惯用手段。他们

常常要求客户公开宣布做出改变的承诺。

汤姆·莫里亚蒂（Tom Moriarty， 1975）的一个研究很好地说明

了承诺规则的社会意义。莫里亚蒂使用承诺规则影响了那些通常是愤

世嫉俗的纽约人的助人行为（helping behavior）。收音机的主人

（一位正在进行实验的社会科学家）需要暂时离开自己的位置，他请

求那些在海边沙滩上晒太阳的人们能够帮忙暂时照看一下自己的收音

机。在控制条件下，实验者与附近的一个陌生人做了相类似的社会接

触，但只是向他询问一下时间。几分钟以后，一个主试同谋试图在这

一受委托的日光浴者的眼皮底下偷走这一收音机。一个照看陌生人财

产的口头承诺是否会对这些日光浴者阻止小偷的意愿产生影响呢？毫

无疑问，答案是肯定的。对于那些没被要求照看收音机的人，只有

20％的人会阻止小偷的行为。相反，那些同意照看收音机的人中，

95％的人做出了阻止小偷的行为。其中一些人甚至还追赶小偷，想要

抓住他。当一个陌生人试图偷收音机时，那些承诺会照看收音机的人



兑现了他们的誓约，即使是冷漠的纽约人也如此。如果我们在这个社

会中做出更多的许诺，也许我们就能够更好地彼此照应。所以，如果

你希望改变一些社会行为，那么就直接要求人们做出承诺吧。

虚报低价作为诱饵。承诺能够以一种更为微妙的方式造成依从。

当某人做出承诺将会以商定的价格购买某一商品后，那么交易就会发

生改变——当然，这种改变对购买者是不利的。虚报低价（low

balling）是指首先让某人同意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交易——例如，销

售或商务安排——然后找一些借口将交易变得不那么具有吸引力。汽

车销售人员尤其善用虚报低价技术。一旦顾客与销售人员在一个诱人

的低价上达成协议后，销售人员可能就会说他必须和经理确认一下，

然后花费一定的时间假装他在这样做；当他回来时，他会非常抱歉地

告诉顾客说：“老板不同意这一价格；为了生存，我们至少得有一些

盈利。”随后，他可能会提出一个略为高一些的价格，这一价格看上

去不再那么具有诱惑力，但仍然是比较合适的（Cialdi�ni，
1988）。汽车经销商们知道，那些易受骗的顾客通常会接受后一个更

高的价格。社会心理学家们理解其中原因。顾客已经同意购买这一汽

车——做出了一个承诺——虽然并不是以这一新的价格同意购买汽

车。顾客已经做出了一个决定。现在反悔可能会导致不协调的产生，

并且可能会违背了履行诺言这一根深蒂固的习惯。因此，顾客的变卦

可能会让他自己感觉很糟糕。对销售人员而言，顾客有可能因为价格

上的一点微小差异，可能是在数千美元基础上的几百美元，就放弃了

自己梦寐以求的汽车吗？毕竟，最初的那个价格确实有点占便宜，而

这一新的价格还不错且又非常现实。（几乎没有顾客知道销售人员其

实从来没有想过会以第一次达成协议的价格卖出汽车）。

许多研究表明，虚报低价技术是非常有效的。由恰尔迪尼和他的

同事们（Cialdini et al.， 1978）进行的一项有重大影响的研究发

现，要使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学生在一个早晨7点钟就开始的心理学实验



中担当志愿者是非常困难的事情——除非事先让学生们同意参加这些

实验，但不告诉他们具体时间；然后采用虚报低价技术，告诉学生实

验的开始时间是早晨7点钟。被施以了虚报低价技术的学生中，56％的

人自愿参加了实验（并且他们几乎都按时参加了第二天的实验）；然

而，在事先被告知了这一不可容忍的实验开始时间的学生中，只有

31％的人参加实验。

虚报低价效应所必需的一个条件是，虚报低价技术的受众必须觉

得他自己是在自由选择的情况下达成最初协议的（Cialdini et al.，

1978）。协议的达成是个体自己的承诺，是履行他自己的诺言；事实

上，被迫做出的行为并不属于个体自己。那么销售人员是如何使顾客

产生这种意识的呢？“我并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被你说服而答应这一交

易，但交易就是交易。”——直到销售人员回来，并以虚报低价技术

为诱饵为公司完成了一笔更好的交易。

一鸟在手不如“一脚在门里”。通过确保承诺而获得依从的最后

一 种 策 略 被 称 为 “ 登 门 槛 ” 技 术 （ foot�in�the�door
technique）。上门推销的销售人员有一套规矩：“如果我能够让自己

的脚迈入门内，那么我就能够做成这一笔生意。”心理学家研究了

——并且证实了——这一观念，即对一个较小请求的答应（被允许进

入预期顾客的家中）能够增加答应较大请求（购买一些东西，例如一

套百科全书）的机会（Beaman et al.， 1983）。由乔纳森·弗里德

曼与斯科特·弗雷泽（Jonathan Freedman&Scott Fraser， 1966）在

斯坦福大学周围地区进行的实验最早证实了“登门槛”技术的有效

性。

在随机抽取的作为实验组的家庭样本中，实验者挨家挨户地请求

家庭主妇们帮个小忙——为保护加利福尼亚的美丽或者促进安全驾驶

这两个良好的目标而签署一个请愿书。而在此时，实验者并没有与那



些被随机抽取出来的，作为对照组的家庭进行接触。两周后，另一个

研究者拜访这两组家庭，并提出一个更大的请求。他请求每一个家庭

主妇在自家屋前的草坪上放置一个写有“小心驾驶”的非常大且难看

的广告牌；同时研究者还提出这一广告牌能够立在那里至少两周时

间。研究表明，相对于那些并没有接触过第一个小请求的主妇，接触

过小请求（并且答应了小请求）的主妇更多地答应了这一更大请求。

在新近一项对以色列中产阶级街区的居民的研究中，研究者发

现，如果在两周前请求他们为一个慈善团体签署一份请愿书，并且他

们确实签了的话，那么两周后他们会更倾向于为这一慈善团体捐款

（Schwarzwald et al.，1983）。在这部分居民中，捐款的人数高达

95％；而在那些最初并没有被请求签署请愿书的居民中，只有61％的

人愿意捐款。签署了请愿书的这一群体对于特定捐款数量的请求也做

出了更为积极的响应。结果显示，建议捐款的数量越大，他们捐献出

的数量就越多；然而，对那些没有事先签署请愿书的人，无论建议捐

款多少，他们的捐款数量都是一样的（或者更少一些）。

“登门槛”技术具有非常强大的依从效应，甚至当两个请求之间

毫无相似之处，提出请求的人与他们的请求内容之间毫无关联时，这

一技术也仍然会产生作用（Snyder&Cunningham， 1975）。该技术的

关键在于，要求人们先承诺一个非常小的和容易被接受的请求，这一

承诺似乎是为了凸现出那些人们希望自己拥有的形象，即他们是好

人，愿意对那些由合法的请求者为了做好事而提出的有价值的请求做

出回应，而后一个承诺则是维护那个积极自我意象一致性的一种方

式。在下一章，我们将详细讨论承诺、一致性和自我意象三者之间的

重要联系。

让我们以罗伯特·恰尔迪尼关于社会影响的深邃结论来结束我们

这部分的讨论。通过多年来对许多不同依从专家的卓越成就的观察和



亲身体验，恰尔迪尼认为，为了获得依从而使用的所有策略，其有效

性都可归结为6条心理原则。而这6条原则分别在一种特定情境中发挥

作用。影响者创设合适的情境或者背景，这些原则能够在相应情境中

发挥各自最好的功能从而增加依从行为。

我们已经对其中的两条原则作了较为详细的说明：创设出义务感

的背景从而使互惠原则或互惠规则发挥作用，以承诺为背景则会激发

一致性原则（consistency principle）。表2.1成对地列出了能解释

绝大多数依从行为根源的原则及其发挥作用的背景。我们已经谈过，

当创设出影响者的可信度这一背景时，权威原则（authority

principle）就会发挥作用。因为我们更喜欢追寻一些难以获得而不是

容易获得、稀有而不是寻常的事物，所以当在人群中对有限资源创设

出竞争的背景时，我们将变得更容易顺从。这种心理激发了稀有原则

（the principle of scarcity）的运作，它使我们更加珍视并希望获

得那些难以得到的东西，例如，从一个给分吝啬的老师那里得到的A、

古董汽车、珍贵的葡萄酒以及与那些被认为很难相处的人交朋友。友

谊这一背景与喜欢原则（liking principle）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愿意为我们喜欢的人做更多的事，并且我们珍视与这些人的友

谊，害怕因为不遵循他们的要求而失去了这份友谊。

最后一对联 系则是多数派意见原则（ the principle of

consensus）与社会确认或社会认可。我们的认同感和自我价值感在很

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他人对我们的评价基础上的。我们希望他人能够对

我们有好感，就像我们对自己做出积极评价一样。当不知道如何为人

处事才能获得社会敬重时，我们就可以看看处在同一种情境中的他人

是如何做的，或者那些为我们所尊重的人是怎么做的，然后模仿他们

的行为。因此，当背景引发了我们对获得社会确认的关注时，我们就

更倾向于按照社会期待处事，追随圈内人，同意多数派意见——对规



范性影响和信息性影响做出反应。想想你在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因上

述原则发挥作用而引发你依从的情境。在哪些情境中你

表2.1　恰尔迪尼的6种依从背景与原则

资料来源：Based on data from Cialdini（1987）.

使用这些原则从而使他人顺从于你？这类知识如何能够使你更加

有效地充当一个依从的说服者和依从的抵抗者？

起点：当内部改变源于外部影响

本章的主题是常见的直接影响行为的力量。我们已经看到，在没

有事先改变信念或者态度的条件下，奖励、社会压力、对不同请求的

巧妙并置以及许多其他情境性因素皆能够导致行为的直接改变。然

而，我们必须注意，这些行为的改变可能会引发内部的改变。例如，

对一个小要求的应允可能会导致我们认为自己是一个慷慨的人。行为

可能会为思维或情感铺平道路。在下一章，我们将看到许多由行为改

变进而导致态度、信念和自我概念改变的不同方式，最终，我们通过

自己的行为改变了自己。

小结



我们讨论了许多在不首先改变态度、信念或情感的情况下，直接

影响行为的理论和方法。我们还讨论了如何通过提供奖励与惩罚来达

到上述目的，例如，在没有说服或解释的情况下，对情境的操纵如何

能引发从众、服从和依从。

●暗示某个特定的行为将能够产生一个积极的结果（强化）或者

一个消极后果（惩罚）的情境刺激，可以直接影响行为。如果某些条

件表明，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列联关系是可以操作的，那么这些条件就

可以导致人们为了获得奖励或者避免惩罚而从事某种行为。人们通过

各种方式习得行为与结果的列联强化：通过体验他们自身行为的结果

（工具性学习），通过观察他人行为的（观察性学习）结果，以及通

过接受关于行为规则的言语信息（教诲性学习）。期待强化对于随后

从事观察到的行为是非常必要的，但对于观察性学习却并不是必须

的。

●社会认可是一种奖励，而社会拒绝则是一种惩罚。背离社会规

范会导致拒绝，而“与众人保持意见一致”将提升或保持个人的被接

纳性。这是规范性影响。另一方面，我们赞同可能是因为我们假设他

人更懂得什么是适宜的。我们赞同他人就是为了因我们自己言行的正

确性而获得奖赏。这是信息性影响。

●从众就是改变自身的行为或信念以便与某一团体的行为、信念

相一致，而这个团体并没有直接提出改变的要求。无论要求进行判断

的任务是不明确的（谢里夫的研究）还是清晰的（阿施的研究），人

们通常会对不正确的团体判断表现出从众。当所提出的异议获得某种

程度的社会支持时，从众就会降低。这表明，从众可能是规范性影响

的产物。在团体中有专家时，或者个体缺乏自信时，从众现象就会增

加。这表明，信息性影响和信念的真实改变可能同时或单独地在从众

现象中发挥作用。



●尽管从众通常只涉及公开行为的变化，但如果持不同意见的多

数派促使个体去重新考察所处情境，以找出为什么多数派会持有不同

意见时，那么从众行为可能就会导致个体信念的改变。当有机会提出

一个更具创造性的备选答案时，当某个人喜欢表现得与众不同——彰

显个性——时，那么就更可能会出现与多数派意见不同的异议。

●如果我们太愿意从众，那么我们就会变得非常容易被他人所操

纵。然而，从众却适合于个人和社会对预测、秩序甚至变革的重大需

要。

●服从是按照他人的要求去从事某些行为，甚至从事你不情愿从

事的行为。在服从的实验室研究中，米尔格拉姆证明了绝大多数正常

的、社会适应良好的成年人会在一个充当权威人物的实验者的命令

下，对一个被试同伴施以痛苦和危险的电击。基于此，对一个强有力

权威角色的服从似乎并不是一个人格特质上的弱点，而应是强大情境

力量的产物。

●服从部分地源于信息压力和规范压力的作用。当一个新异情境

无法提供适宜行为的其他线索时，人们通常认为权威人物知道更多的

相关信息，并且权威常常发出命令。此外，目标受众可能也会害怕被

权威人物排斥或者嘲笑。服从权威的产生，还可能是因为服从权威是

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一种直觉判断，或者在社会化过程中习得的

一种“经验”。为了避免落入服从的圈套，我们需要对我们为什么服

从提出疑问，暂时走出情境，对问题重新进行思考，并且学会区别公

正和不公正的权威。

●还有其他的一些直觉判断，包括回报他人好意的互惠规则和遵

循我们自己的言辞、行为的承诺规则。这些规则经社会学习而获得，

而基于这些规则的“膝跳反射式的反应”隐藏在许多依从诱导的技术

中。



●在“闭门羹”技术中，先提出的一个大请求，被目标受众拒绝

之后再提出一个小请求，那么对该小请求的依从更有可能发生。因为

提出请求者降低了请求，所以目标受众会觉得有义务接受请求以作为

报答。“折扣技术”通过逐步地进行“优惠交易”，而不是立刻提供

“优惠交易”的方式，来获得对一揽子交易的接受。在交易中“添加

一些东西”，从而让目标受众觉得有义务做出回报。

●人们倾向于坚持他们曾做出过公开承诺的立场。“虚报低价”

技术利用了顾客的承诺感，在收回一个已经达成协议的较好交易以

后，使顾客能够同意一个较差交易。“登门槛”技术成功地利用了对

帮小忙的承诺，而获得了对帮大忙的认可。

问题与练习

1.你如何运用社会学习理论的原理使同宿舍的一个同学能够更加

认真而勤奋地学习？你的设计中应包括对塑造、工具性学习、观察性

学习和辨别性刺激的运用。

2.请讨论从众和服从的相同点与不同点。它们基于相同的心理过

程的程度如何？

3.假设你的朋友计划买车。请说明一个狡猾的、诡计多端的销售

人员可能会如何使用“虚报低价”技术，“登门槛”技术，“折扣技

术”和“闭门羹”技术。请建议你的朋友如何去分辨并抵制这些策

略？

4.请指出第1章中描述的文鲜明统一教的招募过程中与从众、服

从、承诺和社会学习有关的一些成分。



第3章 行为对态度的影响：当行

为成为信念

归因与自我归因◆自我说服与角色扮演◆自我辩解心理学：认知不协调理论◆认知不

协调、自我归因以及自我肯定：相似性与认同◆结论

比尔与一群人四处游荡，这些人是他在四年级搬来这一街区后认

识的。他们都是很棒的家伙，也是比尔忠实的朋友。比尔与他们一起

经历了许多的童年冒险。现在比尔已经九年级了，与伙伴们一样，开

始认识了一些年纪稍大的学生。尽管有时会被高年级学生欺负，但他

们渐渐地融入到了高中生活的方方面面。

近来，比尔的一些伙伴加入了高年级学生吸食大麻的活动，而比

尔的家人曾教导他应该远离大麻。起初，比尔对这种行为进行了抵

制。朋友们并没有嘲笑比尔的这种抵制，但他们向比尔描述自己的感

觉，竭力使比尔相信吸食大麻后的感觉是多么的畅快，并且没有任何

不良反应。比尔没有相信，但最后却屈服了，并第一次吸食了含有大

麻的香烟。此后，连续的三个周末，比尔都在吸食大麻。虽然比尔不

愿意承认，或者说他甚至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吸食大麻的最主要

原因是：如果不这样做，那么他与朋友交往时就会非常尴尬。直到比

尔说“好”，他才融入到了周围环境中。自己所信任的亲密朋友在吸

食大麻，受大家欢迎的高年级学生不断地解释吸食大麻的好处，况且

对于比尔而言得到大麻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这是一种向同伴压力屈服的常见情景。比尔吸食毒品是一个从众

的例子，而这一从众行为正如我们在第2章中所看到的那样，是在规范

性影响与信息性影响的双重压力下产生的。比尔认为只有他吸食了大



麻，他才会成为群体中的一员，并且他的朋友向他保证通过吸食大麻

获得兴奋是安全并且令人愉快的。有证据显示，同伴影响是导致开始

吸食大麻的最主要原因（Kandel et al.， 1978）。但是比尔是否会

继续吸食大麻呢？答案是肯定的，非常有可能。在南加州，研究者对

600多名年轻人进行了追踪研究，从他们初中开始到20多岁这8年时间

内，研究者发现，吸毒行为具有很高的稳定性（Stein et al.，

1987）。个体在毕业后吸毒的可能性在中学后期就能得到很好的预

测，而中学后期是否吸毒又与早期吸毒有很密切的关联。简而言之，

一旦人们开始以某一特定方式行动，那么他们会趋向于保持这种行为

方式。在行为科学家之间流传着这样一句古老格言：过去行为是对未

来行为的最好预测。

然而，为什么会存在这种行为恒常性呢？部分原因在于我们的行

为可能会影响我们的态度和认知。如果某一特定行为方式让我们认为

它是值得做的、必需的或者是我们个性使然，那么将来我们就很有可

能继续以相同的方式行动。行为对态度和思维的影响正是本章关注的

重点。在第2章中，我们已经看到在没有事先改变态度或者信念的情况

下，某些社会刺激能够直接对行为产生影响。当社会刺激利用了人们

的社会需要与信息需要并且人们倾向于依赖直觉判断来决定其行为过

程时，社会刺激就能够直接对行为产生影响。我们还指出，态度与信

念可能因行为的改变而间接地发生改变，而这又为更进一步的行为改

变或行为的持续改变奠定了基础。例如，你可能还记得，“登门槛”

效应就是部分地源于自我意象的改变。对过去助人行为的反省使人感

觉到自己是“助人型”的人。这种感觉会让人更倾向于再次帮助他

人。你能够想象在比尔的生活中所发生的类似自我反省，以及由这种

自我反省所导致的对心理事件的自我界定过程吗？“我吸食大麻，

（我猜）我就是这种人，我喜欢那种兴奋的感觉。”通过推断，比尔

认为自己吸食大麻是因为自己喜欢这一行为带来的改变状态，他已经



就因果关系进行了自我归因。比尔相信，是他的个人喜好——而不是

对被他人喜欢的需要——导致了自己吸食大麻。

除了自我归因以外，你可能还会觉察到特定的行为方式还会产生

另一种心理活动。这就是你知道的“合理化”（rationalization），

即在行为产生以后，对这一行为给出各种自认为满意、合理的理由。

尽管吸食大麻是被主流社会所禁止的，但比尔仍然这样做了。这一事

实可能令比尔这个通常守法并拥护社会现状的人感到困扰。因深受困

扰，比尔需要为他这一轻率行为寻找各种理由。当然这些理由是合理

化的，或说是自我辩解的。同时，这些理由可能非常令人信服。比尔

可能只是说服了自己，从而变成了一个瘾君子。比尔以合理化的理由

为论据，成功地进行了自我说服。

自我归因、自我说服、自我辩解这三者能够对我们的思维、情感

和行为进行塑造——现在我们就详细探讨社会科学家对自我归因、自

我说服、自我辩解这三个重要过程所进行的研究。这三者具有一个共

同的链接：核心的影响者是自我——内化了的关于自己的概念——而

不是由外部说服者所引发的改变。因此，个体既是影响的目标也是影

响者，在同一心灵中包含了一对动态的搭档。

归因与自我归因

在许多方面，自我归因过程是我们对他人行为原因进行归因时所

采用的较为一般的知觉与认知过程的一种特例。在日常社会交往中，

我们如何决定自己想要交往的人？我们如何推断他人在想什么或他人

的感受如何？或者他们究竟是怎样的人？更一般地，我们如何推断出

人们行为的原因？这些问题的答案对于理解人类行为和人际影响是至

关重要的。



无疑，人们都力图能够“理解”他人。归因理论（attribution

theory）领域的开拓者弗里茨·海德（Fritz Heider， 1958）认为，

我们有一种相信自己能控制所处环境的基本需要。为了能够预测和控

制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我们试图理解人们行为的原因。另外，我

们对他人的理解自然会影响到我们对他们的行为。

归因理论

你是谁或你在哪里。一般说来，当设法了解某人为什么做了一件

特别的事情——表现得很慷慨或很有攻击性，买了一套昂贵的音响，

或开始吸食毒品——我们可能会将原因归结于个体的特质或者其周围

情境中的某些方面。特质归因（或称内部归因）把所观察到行为的原

因归结于个体内部。进行特质归因就是假定行为反映了个体的某些独

特属性。例如，根据个体态度、宗教信仰或者性格与人格特质来解释

某人的努力工作。在特质归因中，我们假定行为的原因存在于个体内

部，例如“坦尼娅在这个项目上努力工作，是因为她喜欢这一工

作”。

相反，情境归因（或称外部归因）则把社会与物理环境中的某些

因素看作是导致个体以某一特定方式行动的原因。例如，如果我们看

到某人努力工作，并根据他可能获得的金钱、分数或奖赏来解释这一

行为，那么我们就在做情境归因。情境归因就是把行为原因归结于个

体外部，例如，“坦尼娅在这一项目上努力工作是因为她非常想获得

奖金”。这种解释假设，在同一情境中，大多数人会采取同样的行

为，获得相同的结果。换句话说，一个人的行为更多地反映了情境的

性质，而非其本性。同时，当我们进行情境归因时，我们假设没有那

些情境因素时，个体就不会做出我们已观察到的那些行为。



让我们用一个事例来明确特质归因与情境归因的区别。假设候选

人乔在一次演讲中提倡对使用燃煤的工厂进行更加严格的污染控制，

以此作为解决酸雨的一种手段。听众琼对这一保护环境的立场表示赞

同。“我可能会投这个家伙的票，他对如何解决酸雨问题有恰当的想

法。”玛丽，一个与琼一起听演讲的朋友，转过头盯着琼说：“拜

托，琼，这家伙只是在迎合听众。他允诺这些控制措施，只是为了赢

得这所学院中所有环保主义者的选票。这些措施不会被付诸实践。”

可以看出，玛丽进行了情境归因：听众迫使候选人乔这样做；而琼进

行的是特质归因：在演讲背后的是候选人关心环境的态度。通过推

论，琼预测这一候选人将来在其他环境问题上会采取类似的立场。

另一个不同的例子显示，行为的情境分析与特质分析之间的区分

能够揭示潜在的偏见。在对那些顶级职业篮球选手进行比较时，人们

常说选手A是通过努力获得了现有地位，而选手B则是由于他天生的运

动才能。你多半敢打赌说，这一分析者认为选手A是一个白人而选手B

是一个黑人。这个例子暗含了一种潜在的偏见，即人们认为黑人明星

不需要刻苦训练和努力就能够成为顶级选手，他所要做的只是参赛。

也许，你可以将这一想法告诉迈克尔·乔丹，或者其他的一些有色人

种职业运动员，然后看看他们对你这种恭维的反应。

我们如何作决定。根据著名归因理论家哈罗德·凯利（Harold

Kelley，1967）的观点，在决定对观察到的行为做特质归因还是情境

归因时，我们会考虑三个因素。在以下三种条件下，我们会更重视个

体。首先，当行为是非常规的，即这一行为不同于我们认为多数人会

有的行为时，我们会特别倾向于对其进行特质归因。例如，你看到一

个学生非常粗鲁地对待一名受人尊敬和爱戴的教授，你非常可能把这

一反常行为归因于该学生自身的一些特殊和负面的因素（“一个感觉

迟钝、妄自尊大且粗野的人”，“一个变态、充满敌意的家伙”），

而不会归因于情境中的一些因素（例如，教授做出的一个评论）。



第二，当知道行为者经常做出某种行为时，人们就更倾向于对其

进行特质归因。跨情境的一贯性行为暗示着个体而非情境是该行为的

原因。例如，特丽总是按时上课，你会把这一行为解释为特丽是一个

守时的人，或者她是一个受强迫需要驱使的人。你认为这一行为反映

了行为者的性格品质，而不是对那些不断变化的情境因素的反应。当

然，情境性原因也是可能的：就上课而言，教师在上课后就关上门，

并开始点名，检查哪些学生缺课，这可能迫使特丽按时上课。但是，

对于一贯性行为，特质因素是最可能的归因。事实上，人格理论家们

通常把具有跨情境一贯性的行为看作人格特质的决定性的方面。

第三，当同一类型的行为发生在许多不同情境中，而且这些情境

涉及非常不同的刺激时，人们倾向于进行特质归因。换句话说，当行

为是非特异的，或者不是惟一地针对某一特定情境时，特质归因更可

能发生。例如，当特丽并不仅仅上课准时，她在所有的事情上都很准

时，甚至包括那些以迟到为时髦的聚会。似乎不是某种情境或者情境

中的某种刺激导致了准时这一行为。所以，你就假定，是特丽自身的

某些特点使她表现出准时这一行为。

观察者可以同时利用常规性、一贯性与特异性的所有信息。因

此，我们常常对各种不同因素进行权衡，以决定进行特质归因还是情

境归因。假设你在课堂上自愿发言后，一名异性同学称赞了你的深刻

见解。在你接下来的两次发言中，这个人都抓准时机赞扬了你的评

论。你会发现，自己开始产生很大的疑惑——为什么这位颇有魅力的

异性会如此慷慨地赞扬自己。你会想：“没有其他人这样夸赞过我

（非常规性）。并且，这已经是这个人第三次夸奖我了（一贯

性）。”很有趣。但是，你回想起，你曾经无意中听到过这个人在其

他异性课堂发言后，不加选择地夸赞这些同学（非特异性）。你观察

到这三种情况，特别是最后一种情况——这个人不加选择地奉承异

性。很不幸，这表明你不应该进行与你的自我有关的特质归因。这个



人很轻浮，或者至少是那种希望与任何一个发言的人——更确切地

说，是与任何一个异性——都有所联系的人。

但是，现在请考虑一下信息的变化如何改变你的归因，甚至是改

变你的后续行为。如果这个人似乎从来没有夸赞过其他人——他的奉

承是特异的，是惟一针对你的，那么你最有可能得出的结论是这个同

学喜欢你。这位同学对你本人有好感！很好，你现在感觉好多了吧。

你有什么特别之处？在上述例子中，当称赞具有非常规性时，一种情

节使你把这一称赞行为归因于此人轻浮的个性，而另一种情节则导致

了他喜欢你的归因。在这种例子中，你这位同学行为的特异性对于特

定的内在归因起了决定性作用。当然，其他因素可能也会影响到我们

对我们所观察的人做出正确或错误的判断。

我们可能会利用我们所知觉到的行为者的行为效果中所包含的信

息（Jones&Davis， 1965）。如果一个人的行为具有某种特定效果，

并且这一效果会因为个体选择了不同行为而有所不同，那么我们就倾

向于根据非共同效果来推断这个人。以一个难得看一场电影的繁忙学

生为例，为了理解她为什么会选择电影A而不是电影B，我们不必考虑

这两部电影的所有相同之处，例如价格、开场时间、距离等等。它们

的不同之处在于，电影A是一部科幻片，而B是一部获奥斯卡提名影

片。因此，我们理所当然地推断，是因为她非常喜欢科幻类的影片，

所以她才做出上述选择。

为了便于理解另一个用来正确判断反映在行为中的个人特质的

“线索”，我们需要回顾一下在第2章中已经讨论过的直觉判断。正如

我们学过的一些特定的行为“规则”一样，我们也学过一些特定的因

果关系，并且能够不加思索地运用这些因果关系。凯利（1972）把这

些因果关系称为被文化所认可的因果图式。例如，问题：为什么12岁

的马蒂会突然这样地反叛？回答：这是他需要度过的一个阶段。问



题：为什么爸爸今晚这么不高兴？回答：可能他为在办公室里度过的

很糟糕一天而生气。

因果推理——并不总是理性的。我们已经阐述过的那些归因原

则，刻画了韵律之和谐与理性之美：一个完全理性的人类观察者。如

果每个人都这样行动的话，那么观察者就会推断情境是非常重要的原

因。如果行为者的行为有一个独特的结果，观察者则会把这一行为结

果视为推测行为者动机的一个很好的线索。这些都是十分理性的决策

规则。的确，人们常利用常规性、一贯性、特异性和非共同效果来进

行归因。就像那些呈现给被试各种行为脚本的研究那样（例如，那个

奉承他人的大学生），人们根据所见行为脚本是否存在常规性、一贯

性、特异性和非共同效果从而确定一个行为的最可能原因（例如，

McArthur， 1972；Ferguson&Wells， 1980）。

另一方面，因果归因可能并不是完全理性的。因果归因中的信息

加工过程可能存在着偏差，即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被扭曲。一种偏差是

倾向于过分简单化。当我们使用因果图式时，就可能发生过分简单化

现象。上文提到过的马蒂可能不只是正在经历叛逆阶段，他可能是有

了一批新的伙伴，或者可能在学校有了麻烦。一般地说，行为是由多

种原因导致的，而人们在归因时只会指向其中的一个或两个原因。除

过分简单化以外，另一种常见偏差被社会心理学家称为显著性效应

（salience effect）。显著性效应是指人们倾向于对那些最明显的和

最吸引注意力的因素赋予更大权重——就像对坏消息。

在一项证明显著性效应的实验中，被试观看了在两名女性主试同

谋之间进行的对话。我们可把她们两人称为安和布莱尔，她们的对话

经过预先排练（Taylor&Fiske， 1975）。第一组被试在布莱尔背后，

以面对安的有利位置观看这一对话。他们的视觉注意只集中在安身

上。第二组被试则是处于与第一组相反的观察角度：在安背后，面对



布莱尔。第三组被试对安和布莱尔有相同的视觉接触。稍后，询问被

试谁控制了这一对话——引发话题的转变，赢得争论以及其他类似情

况——那些既能看到安面孔又能看到布莱尔面孔的被试对两人给出了

相同分数。尽管听到的是完全一样的对话，但是其他组的被试对这一

事件的解释却很不相同。那些将注意力集中在安身上的人认为她拥有

更多控制力，而那些主要留意布莱尔的被试则认为布莱尔具有更大控

制力。对原因的知觉完全变成了视角的问题。

个人特质明显的支配性。有一种非常普遍且很有意义的归因偏

差，我们称之为基本归因错误（Ross， 1977）。一旦我们观察一个行

为并设法根据行为的根源来理解行为时，我们的判断可能会以两种彼

此相关联的方式被扭曲。如果行为的原因并不明显，我们倾向于犯过

高估计个人因素而又过低估计情境因素的错误。我们太喜欢根据人格

特质（personality trait）与性格品质（characteristic trait）来

理解行为，同时又太过于抵制把背景因素看作为行为的基础。我们的

文化（西方文化——编者注）强调“自我崇拜（cult of the

ego）”，关注个人主动性和个人对成功与失败、宗教罪孽与法律过失

的责任。毫不奇怪，我们更倾向于关注情境中个体自身的因素，而较

少关注造成个体现状的情境因素。实际上，社会心理学的主要经验之

一是，人类行为更多地是受到情境变量的影响，而不是像我们通常认

为的那样（例如，Watson， 1982）。

由于未能充分考虑到那些微妙的情境性力量——例如，角色、规

则、统一性、符号或者团体共识——我们变得很容易受这些力量的影

响。其原因在于，我们高估了我们个人的特质在抵制不合意的情境性

影响中的作用，也低估了我们对情境性影响的遵从。现在回顾一下我

们在第2章中已经讨论过的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关于服从权威的经典研

究。正如我们指出的那样，在实验之前，40个精神病学家预测少于1％

的被试，即那些“变态”的人，会坚持到最后，向无辜的受害者施以



高达450伏特的电击。显然，他们进行了特质归因，他们的职业训练使

他们过度地使用了特质归因。实验结果已经表明，多数人在这一服从

范例中都遵从了游戏规则，不断地给予“学习者”强度逐渐增加的电

击。然而，大多数学生仍然坚信，他们自己与那些被试不同。特质归

因倾向再次征服了明显的情境归因，即米尔格拉姆服从研究情境中一

些强有力的因素促使大多数被试以一种不寻常、非典型性的方式做出

反应。

关于基本归因偏差的大量科学研究证据表明，人们很少把行为的

原因归结于情境。在一项关于学生们如何评价自我和他人智力水平的

研究中，学生们参与了大学杯有奖竞答游戏，在游戏中一个人提问而

其他人回答（Ross et al.， 1977）。研究者将“提问者”与“选

手”这两个不同角色随机分配给学生。要求作为提问者的学生想出10

个最难的、涉及任何主题且他们自己知道答案的问题。当然，这一做

法对选手们极其不利。他们几乎不知道提问者对什么感兴趣以及拥有

什么样的知识。因此，在一轮又一轮的提问中，选手们对许多问题不

得不悲惨地承认“我不知道”。在连番提问后，在场观察了这一互动

的其他学生们所做的归因是，提问者比选手更聪明、更博学。尽管这

些观察者完全清楚游戏规则，即谁决定了所提出的问题，但是这样的

判断仍然会发生。显然，这些观察者犯了基本归因错误。他们没能考

虑到游戏情境非常有利于提问者，但对选手却十分不利。

这一实验结果以及其他许多相关实验证据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

是，即使我们承认情境因素的作用，我们还是不能充分考虑到情境变

量对我们所观察到行为的影响。在“责备无家可归者、失业者抑或被

虐待的受害者”现象中，也同样存在着基本归因偏差，尽管我们嘴上

说其中蕴含着社会或政治问题（Ryan， 1971）。为里根总统撰写发言

稿的保守派律师莫娜·查伦在其所撰写的一篇文章中，简明地揭示了

基本归因偏差如何成为了政治哲学的一部分。她就美国内陆城市中的



快克[1]蔓延作了如下描述：“保守派们认为，人们通过吸食毒品的方

式毁掉了自己，其根源不在于这个社会，而在于身陷其中的个体缺乏

自我克制能力。”（Charen， 1990，p.3）。

自我知觉与自我归因

你最常遇到的行为者不是别人而正是你自己。当你做事的时候，

你几乎总是能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因此，你能够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

省——就像你可能对他人的行为进行反省一样。上面谈及的那些一般

归因规则是否也适用于自我知觉呢？的确，我们的很多行为都是预先

计划好的，因此不再需要进行包含在归因过程中的事后解释。另外，

我们的内部状态，例如我们的态度与情绪，常常驱使我们在一个特定

情境中以某一特定方式行动。在这些情形中，我们清楚为什么我们会

以特定的方式行动。另一方面，你可能还记得，我们前一章讨论过，

一些行为无需求助于已有态度或心理状态就发生了。在我们所考察的

案例中，无意识习惯和微妙情境压力协力促成了行为的形成。根据达

里 尔 · 贝 姆 （ Daryl Bem ，  1972 ） 的 自 我 知 觉 理 论

（self�perception theory），行为者在对这类行为进行解释时，可

能与观察者一样进行了大量的归因推理。

贝姆认为，人类的许多行为并不是行动前对内部情感和态度进行

思索的产物。相反，它们是自动发生的。人们通过对其过去行为和当

时情境因素的觉察，来推断他们此时的内部状态和情感。例如，设想

一下，在一个普通的工作日，一名在华尔街工作的律师将她皮夹中的

所有零钱全都施舍给了她上下班必经路上的乞丐。一天吃中饭的时

候，大家把话题集中在了纽约的城市生活问题上。一位同事恰巧问起

这名律师对施舍乞丐的感受。律师因为这个问题变得踌躇起来，因为

她从来没有真正思考过这个问题。她能够回忆起来的事实仅仅是她每



天都向乞丐施舍（一贯性行为）。而且，她也并不记得有人曾经强迫

她这样做；如果她愿意，她完全可以避开目光接触并且径直从旁边走

过（没有明显的情境压力迫使她施舍）。既然她思考了这个问题，那

么最后她还想到，许多人都从这些挡在路中间的不幸个体身边扬长而

去，因此来自情境的力量不会特别强大（没有针对她的规范性压

力）。显然，基于她的行为，可以认为我们这位仁慈的律师一定对施

舍乞丐持友好态度。她确实是一个非常慷慨的人。

如果这一事例让你想到了前一章中提到过的对“登门槛”效应的

一种解释，那么你做这样的扩展思考是非常正确的。对于那些帮了小

忙的人为什么通常会愿意帮大忙这一现象，自我知觉理论提供了一个

很有价值的解释，他们从自己过去的助人行为中推断自己是乐于助人

的人。

我们是我们行为的产物。一项设计精巧的实验说明了对过去行为

的反省如何塑造了我们关于自我的信念（Salancik&Conway，

1975）。通过一份问卷，让大学生指出问卷上的24个陈述是不是自我

描述性的。一部分陈述描述了支持宗教的行为，另一部分则描述了反

对宗教的行为。学生们被随机分成了两组，两组学生看到的陈述在措

辞上稍微有所不同。对第一组被试，那些描述支持宗教的行为的陈述

中大多包含了“有时”这一副词（例如“我有时上教堂”），而描写

反对宗教的行为的陈述中则大多包含了“经常”这一副词（例如“在

电视节目播出的最后，我经常拒绝聆听宗教布道”）。对第二组被

试，问卷上描述行为的副词恰好进行了相反的配对。绝大多数支持宗

教的陈述搭配了“经常”（“我经常在宗教假期时拒绝去上课”），

同时绝大多数反对宗教的陈述搭配了“有时”（“我有时会拒绝与朋

友讨论宗教”）。



研究者推测，一般而言，大学生不愿意将那些含有“经常”的陈

述认可为是自我描述性的，因为问卷上列出的绝大多数行为并不是他

们会经常从事的那类活动。相反，那些“有时”的陈述应该会更多地

被判断为自我描述性的。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他们会很容易地回想

起他们至少偶尔会参加这样的活动。因为陈述的措辞不同，第一组

（有时—支持组）对支持宗教的行为陈述回答“是”（“那是我”）

的学生人数应该多于第二组（有时—反对组）。

研究结果支持了上述假设。但是，这只是整个研究结果的一部

分。真正使人感到意外的结果是，与自我知觉理论相一致的，第一组

学生比第二组学生认为自己对宗教更虔诚。在回答他们有时做出的许

多支持宗教的行为时，第一组学生回想起许多自己过去的宗教行为。

从他们所回忆出的这些宗教行为的具体事例，学生们推断自己非常地

虔诚。第二组学生的情况则相反，他们回想起自己的一系列偶然的反

宗教行为，继而导致了他们低虔诚的自我知觉。仅仅短暂地曝光于一

些描述性词语就导致了自我知觉在这一重要维度上的巨大不同。这一

很小的情境操纵改变了大学生的自我意象，从而使他们把自己分别界

定为高宗教虔诚者和低宗教虔诚者。

变得情绪化。自我归因过程极易在情绪体验中起作用。强烈的情

绪有一个共同特点：它涉及生理唤醒的提高，表现为脉搏增快和心跳

加速等特征。一般来说，因为我们体验到了这种不稳定的唤起，并且

造成这种唤起的原因在情境中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我们知道自己正经

历着怎样的情绪。例如：“我的心跳加快并且手心出汗，我很生气并

觉得嫉妒，因为我看到我所爱的人和别人在一起。”然而，有时我们

从生理唤醒与情境中得到的信息是混杂的，从而导致了归因的两难。

这是一种什么感受？在典型的自我归因中，如果内部状态的唤起足够

模糊，那么体验到的情绪将反映出外部情境的明显方面。



当情境被错误理解时，其结果就是错误归因。有一项经典的研究

要求人们经受不断增强的电击，表面目的是为了研究他们对痛苦的忍

受能力（Nisbett&Schachter， 1966）。一些被试在实验前服用了一

种药物，并且相信这种药物会使人出现心悸以及其他的一些唤醒症

状。而实际上，“药物”只是一个糖衣片。结果发现，那些服用了

“药物”的被试比那些没有服用“药物”的被试更能忍受电击——电

击没有使他们产生太多的痛苦。他们没有将自己的生理唤醒归因于其

真实原因——预期中的电击所带来的疼痛与忧虑——但却将其归因于

主试宣称的对药物的“正常”反应。

在一个唤醒加羞辱的实验（Zillman&Bryant， 1974）中也观察到

类似的错误归因。在短暂休息前，有些被试进行了一项非常剧烈的运

动，而另一些被试则参与了一项非常轻松的任务。休息之后，所有被

试在与主试同谋进行的互动过程中受到了后者的羞辱。研究发现，那

些从事剧烈运动的被试比那些参与轻松任务的被试对主试同谋的羞辱

表达了更强烈的愤怒。显然，运动带来的剩余唤醒被“添加”在了由

羞辱所引发的唤醒上，引起了一种异常强烈的愤怒感。请注意这一实

验，通常群众集会演讲前会有游行、歌唱和喊口号等活动，你是否认

为上述原则也在群体集会上发生过作用呢？

基本错误——关于自己。从上述已经讨论过的例子中，你可能注

意到，自我知觉的归因推理是有一定的缺陷的。他们似乎忽视了其行

为的真实原因。例如，学生们在推断自己的宗教情感时，忽视了在那

些情境性刺激中被巧妙插入的副词。他们犯了基本归因错误，过低估

计了情境对行为的因果性决定作用；同时，他们的行为具有自我评价

的性质。

就此而言，大学杯有奖竞答游戏这一研究的一些额外发现更令人

惊讶。在观看了作为选手的被试非常愚笨地回答提问者的棘手问题



后，观察者们断定：“作为选手的被试”所具有的知识不如“作为提

问者的被试”。这些观察者未能充分考虑到事实真相，即游戏规则是

应该被指责的：所提的问题是由提问者选择的。我们发现，甚至选手

本人也未能觉察到这一情境限制，他们认为自己的知识不如那些向他

们提问的学生那么渊博。这表明，情境又一次战胜了人。

我们不应该对这些人太过苛刻，因为人们非常容易忽视情境力

量。但请再一次注意，这恰巧是关键点。情境引发的行为能对我们的

态度和自我意象产生影响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情境的力量是如此庞

大，但看上去却又是如此微不足道。

当自我知识征服自我知觉。如贝姆（1972）所指出，当“内部线

索是微弱、模糊或不可预测”时，自我知觉的过程——及其潜在的缺

陷——就最有可能发生。如果你不能真正确定你最喜欢的颜色是什

么，因为你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那么你可能不得不通过考察你

的行为来确定答案。你最常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你装修房间或公寓时

使用的主色调是什么？反之，如果你知道你最喜欢的颜色，那么就没

有必要通过考察你的行为来推断你的颜色偏好了。

通常，“强烈的内部线索”无非就是你关于你自己的清晰而突出

的信念：自我知识（self�knowledge）。前面已经描述过的宗教陈述

实验的一个后续实验，非常清晰地说明了自我知识如何依赖于自我归

因。研究者重复了先前的实验，使用神奇的副词从而让被试回忆了

“支持”或“反对”行为。但是，他们在研究程序上做了两处改变：

首先，行为主题是关于生态问题而非宗教；其次，研究采用了最初对

生态问题持有不同态度的两组学生作为被试。一组学生对生态和环境

保护问题具有一贯而明确的态度；另一组学生对环境保护问题并不具

有一贯性，或者没有好好思考过这一问题。如图3.1所示，结果非常清

楚：两组被试都受到了问卷中措辞变化的强有力影响。在以“有时”



为措辞的支持环境保护行为的自我描述陈述上，他们都更多报告了支

持环境保护行为；而在以较极端的“经常”为措辞的支持环境保护行

为的自我描述陈述上，他们都较少报告了支持环境保护行为。但是，

对于那些最初态度“不坚定”的学生，他们在完成问卷后的态度受到

了他们完成问卷方式的影响。那些最初态度始终一致且“坚定”的学

生没有显示出这一结果，他们在问卷前后一直都坚持了自己的立场。

研究者得出的结论是：“高一贯性的被试对自己成为环保主义者的情

感和自我知觉具有强烈的内部线索，因此不需要通过当前的行为信息

来‘推断’自己的态度”（Chaiken&Baldwin， 1982， p.9）。正如

贝姆所预测那样，对于那些最初态度不坚定的学生，他们让自己的行

为代言了他们的新态度。

图3.1　当态度不坚定时，自我知觉发生作用



以措辞不同的自陈式问卷鼓励被试报告他们曾经从事的支持环境保护的行为或反对

环境保护的行为。那些最初对环境保护的态度不坚定和未曾深入思考过环境保护问

题的被试，在问卷后所报告的对环境保护的态度与问卷所鼓励的自我知觉相一致。

但是那些对环境保护问题具有坚定而明确态度的被试并没有受到“问卷行为”的影

响。

（资料来源：from Chaiken&Baldwin， 1981. Copyright 1981 by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dapted by permission.）

直到你问我，我才知道。显然，人们不会持续不断地根据当前或

者近期行为的自我知觉来形成新的态度和信念。自我知觉过程主要发

生在当我们“需要形成一个关于新异客体的态度结构”时（Fazio，

1987）。当被直接要求回答关于某一事物的意见或者我们认为不久就

会直接接触这一事物时，我们就会求助于对自己行为的知觉，从而发

现我们对这一事物的想法。在一些当场需要表明态度的情况下，过去

的相关行为可能就在态度形成中占有了很大权重。

据此，重新审视一下华尔街律师的那个例子就会很有意思。那位

律师对待乞丐的行为一直是习惯性和自动化的。乞丐把一个杯子放在

面前，并进行乞讨（“我没有工作，但我需要吃饭”），而律师则从

她的外套口袋中拿出25美分放到乞丐的杯中。但此时，她的心思可能

却在另一件事情上，例如她正在准备的讼案。她的确没有时间来形成

关于这一施舍行为的任何态度，因为她不需要这样做，而且她需要为

其他事情耗费心理空间。只有当问题被提出时，形成态度的需要才会

出现。我们猜想可能在随后的一周，她收到了自己订阅的《时代》周

刊，杂志的封面标题写着：“美国的乞讨：是否给予施舍”。在那一

周中，她会形成对施舍乞丐的态度（那是1988年的夏天）。媒体，而

不仅仅是社会心理学家，创设了要求我们形成态度的情境，创设了要

求我们振作精神并积极地参与生活的情境：支持还是反对施舍乞丐。

宗教信仰转变——自我卷入。我们在第1章描述了文鲜明统一教

的招募行动。人们应邀参加一个周末聚会，并且以一种轻松愉快的心



情加入到群体活动中。一旦被招募者发现在聚会中他们像统一教教徒

那样行动，那么他们有就可能通过自己的行为推断自己至少喜欢并相

信统一教教徒的某些观点。这一自我归因可受到其他一些因素的助

长。最初，邪教徒使人们体验到有趣和成就感，这被称为“爱心炸

弹”。被招募者充分地享受这种体验，并推断邪教的生活方式就是快

乐之源。紧接着，他们就萌发出对邪教的积极态度。此外，他们可能

几乎没有为邪教做出过什么贡献：在该领域中付出很少的努力，只捐

献很少的钱。作为课堂练习的一部分，我们的一些学生也经历过“统

一教的招募待遇”。在与过去决裂的过程中，那些在1990年经历了

“统一教的招募待遇”的学生们报告说，他们只需为晚餐、到静居处

旅行和周末野营付很少的费用——登门槛式的宗教承诺。

自我说服与角色扮演

自我归因过程本身就能塑造我们的态度、情感、信念和自我意

象。但是，外显行为也可以通过其他过程对内部状态产生影响。这些

过程可能伴随着自我归因，涉及到构想新的观念或把新的观念付诸行

动，从而接纳这一新的观念。当新近被招募的人与统一教教徒们在一

起的时候，教徒们鼓励被招募者通过思考得出这样的观点：自己以前

的生活缺乏爱并且没有明确的方向，而通过加入到和平共处的邪教生

活中就会使这种状态得以改变；同时，教徒们鼓励被招募者将这一想

法付诸行动。付诸行动就是角色扮演，而思考就是自我说服，再加上

助长这些行动和思想的情境，这三者能够深刻地改变人们。



一个统一教教徒在纽约第42大道上严肃地劝导一个潜在的被招募者。

（UPI/Bettman Newspho�tos）

整个世界就是一个舞台……而我们只是演员

那些在人际关系问题上知识渊博的人——例如婚姻顾问、劳资争

端调停者和那些易受同伴影响的十多岁孩子的明智父母——通常会建

议人们尽量从与我们持不同观点的人的视角来考虑问题，这会是有益

的。我们可能会被告知：“站在她的立场上，你可能就会对这件事有

不同的看法了。”团体治疗同样也使用了这一技术。角色扮演，如同

其名，常要求参与者积极地扮演另一个角色（通常是一些他们觉得难

以相处的人）。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改变参与者对自己所不认可的人的

知觉和评价。例如，“现在我知道为什么他总是羞辱我了，因为他自

己非常不自信。”当然，有时仅仅观察团体中另一成员所扮演的角色

就可能在知觉和态度上产生替代性的改变。但是，当亲自扮演这个角

色并体验了对方的感受时，你就卷入到了一个强有力的态度改变情境

中。



通过公开地接触一些自己最初不赞成的意见，角色扮演还可以使

人们对某一特定的相反立场更具有容忍性。的确，在某些情况中，要

求一个人积极地建构和即兴扮演某个角色比被动地接受说服性沟通更

能有效地改变态度（McGuire， 1985）。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社会心理学家欧文·贾尼斯（Irving

Janis）就如何通过角色扮演来改变态度进行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最早

的研究是把聆听一段预先准备好的演讲或阅读该演讲的文本与即兴演

讲具有相同结论的内容进行对比，该演讲倡导的内容是被试最初不赞

成的。研究的基本发现是，当演讲是即兴的，也就是被试扮演了相信

这一不受欢迎观点的角色时，态度的改变是最多的（Janis&King，

1954；King&Janis， 1956）。在以男性大学生为被试而进行的是否赞

成在大学生中征兵的研究中，也发现了同样结论。后来的一个研究把

角色扮演扩展到了一个更具现实意义的情境中——让吸烟者接受更多

的对吸烟的消极态度，并最终戒除这一恶习。

在这项关于吸烟者的研究中，研究者招募了一些每天至少吸15支

香烟的女大学生。这些人被随机分配到角色扮演组和控制组中

（Janis&Mann， 1965）。要求角色扮演组的每个女生扮演一个被医生

诊断为有“很严重的咳嗽，并且没有任何好转”的角色；这个角色现

在第三次去看医生，以得到她肺部的X光片和其他一些检查的结果。在

这次就诊过程中，她得知自己得了肺癌，并且需要立即动手术。但即

使进行了手术，也只有一半的“治疗成功”的机会。当然，她必须马

上戒烟。在这一令人恐惧的背景中，实验者设计了五种场面（在候诊

室中感到焦虑，医生给出诊断结果的时候与之交谈，在医生打电话询

问手术床位时思考这一消息，等等），角色扮演者将尽可能地用自己

的语言来真实地表现这些场面。



随后，迷你短剧开始了。实验者扮演医生，被试扮演一个得知自

己因吸烟太多，可能面临死亡的病人角色。与角色扮演组的被试积极

参与到扮演一个令人不舒服的角色不同，对照组的女大学生仅仅聆听

了一段上述角色扮演过程的录音。她们被动地接受了与角色扮演组女

大学生相同的信息。那么，实际的角色扮演是否会比仅仅聆听录音有

更好的效果呢？

研究结果清楚地显示了角色扮演所带来的巨大不同。与对照组被

试相比，角色扮演组的被试更相信吸烟会导致肺癌，并且对吸烟带来

的危害有更强的恐惧。同时，她们也显示出了更强的戒烟意愿。但

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吸烟是令人上瘾的。那么，角色扮演者实

际上真的戒烟了吗？她们习惯的改变是否比那些没有进行角色扮演的

控制组被试多呢？答案是肯定的。在实验完成两周后进行的电话追踪

访问中，控制组的女大学生报告她们平均每天的吸烟量比以前减少了

4.8支。控制组被试通过被动地接触有效情境而受到影响。但是，通过

角色扮演积极投入到情境中所产生的戒烟效果则是双倍的。角色扮演

组中的女大学生报告，她们平均每天比以前少吸10.5支香烟。考虑到

角色扮演者当时只扮演了不到1小时，这一结果的差异已足以令人印象

深刻了。更值得注意的是，在6个月后的第二次追踪访问中发现，这种

差异仍然存在（Mann&Janis， 1968）。

为什么即兴角色扮演对后继态度和行为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呢？自

我归因与自我说服显然是导致这种影响的两个原因。正如你已经知道

的那样，自我归因过程可以通过角色扮演来实现。一个人可能对某一

问题有一个总体看法，但是他对这个问题的所有知识、信念和情感不

可能都是完全清晰和单方面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可能是含混不清的。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人们对吸烟的态度是比较模糊的；的确，那时

人们对吸烟的态度还没有被煽动起来。在上述角色扮演研究的3个月

后，美国公共卫生总署报告了吸烟导致肺癌的有力证据；而在这一角



色扮演研究之前，媒体一直在报道有关吸烟导致肺癌的新闻。这些年

轻女性——见多识广的大学生——可能对吸烟持有一些消极情感，了

解一些吸烟的消极后果。对患有癌症的吸烟者思想和情绪的角色扮

演，有助于使人回想起吸烟的消极后果。这些凸显出来的思想，以及

由与之相伴的恐怖的创伤性经历所带来的情绪体验，可能非常容易地

支配了自我反省。“哎呀，我真的相信吸烟是危险而不明智的了，是

该戒烟了。”换句话说，由于角色的设定使被试产生了对吸烟最负面

的想法，因此，通过自我知觉产生的任何推论也极有可能是负面的。

角色扮演中的第二个因素是自我说服。请记住，在上述研究中的

角色扮演都是即兴的：被试建构她们自己的性格、思想和对情境的反

应。她们实际上创造了一个令人信服的形象，并且也让自己相信了这

个角色的一些观念和情绪。正如其中一个角色扮演者所说：“关于吸

烟的危害我听说过很多。然后又知道得更多了一点儿，就是它”

（Janis&Mann， 1965， p.89）。“那多了一点儿的东西”是她自己

提供的。但是，控制组被试聆听了其他人的角色扮演，她们是否也会

同样被说服呢？通常，自我说服比从他人那里接受信息具有更强的影

响力。这是一个“渗透”的问题。自己创造的观念和情感将会使这些

观念、情感变得更明显，更具有个人相关性和更令人难忘

（Greenwald， 1968）。因为你通常知道自己会采用什么样的防御技

巧来维护一个特定态度，所以你处在了抨击这些观念和情感的最有利

位置上——从内向外。同样，当主动地进行角色扮演时，你就全神贯

注于形成支持这一角色的观念中。结果，相对于只是坐在那里聆听，

你在角色扮演时不大可能在脑海里出现反向观点（例如，“吸烟会让

我放松，我对一些医学研究者对吸烟引发癌症说法的真实性表示怀

疑”）。我们将在第5章详细讨论主动思考的影响及其在说服中的作

用。



恐惧唤起可能也有助于角色扮演发挥其强大效力。可以肯定，角

色扮演激发了恐惧，而恐惧性思想具有特别的自我说服力。有人可能

会认为角色扮演者使自己受到惊吓，从而造成了态度改变。然而，正

如下一个例子所表明的那样，对于由角色扮演所导致的态度改变而

言，恐惧并不是必需成分。

再论自我说服：电视是否施加了影响

角色扮演效果中自我说服这一成分，以及它作为一种影响手段的

力量，可以通过对一个实际问题的探讨得到说明：电视对行为与精神

生活的影响。鉴于电视已经成为了绝大多数人生活中一个密不可分的

伴侣——一个不间断地传递信息并且不允许回嘴的伴侣，社会心理学

家就电视这一主题已经进行了大量研究，平均而言，西方国家的人每

天花费2～3小时的时间观看电视，这差不多是他们与其他人进行社会

交际时间的两倍（Liebert&Sprafkin， 1988；McGuire， 1985）。儿

童是最热心的电视观众之一，一些儿童每天看电视的时间占据了他们

非睡眠时间的一半，并且他们观看了许多描述暴力的节目。这一令人

忧虑的事实导致了许多关于观看电视暴力对儿童态度和行为影响的研

究。这类研究的一个普遍结论是，过度观看电视暴力确实助长了侵犯

性人际交往方式；对那些处在有利于侵犯性行为形成的环境中的儿童

和那些已经习得侵犯性行为的儿童，更是如此（Eron， 1980；Wood

et al.， 1990）。

这种不幸的关联增加了美国暴力事件的总体发生率。那么，是否

可以通过某种手段来减弱乃至消除这种关联呢？鉴于充满暴力行为的

电视节目如此地受大众欢迎，电视台当然不会自愿清除它们。在一个

自由社会中，不可能对电视节目实施审查制度。那么，一个更好的方

法就是直接针对那些观看暴力电视节目的儿童来开展工作。因为儿童

往往相信那些电视所描述的暴力是真实的，是被社会所接受的用于解



决问题的方式，因此，他们从电视中学会侵犯性反应。此外，电视中

的暴力英雄非常具有魅力，可以很快得到那些崇拜他们的观众的认

同。如果能让儿童知道社会并不承认暴力是问题解决的途径之一，电

视所描绘的东西是不真实的，是经过特殊处理的，并且我们通常会有

更好的问题解决方法，那么，儿童可能就不会采纳电视明星所表演的

侵犯性方式了。

这一推理促使一个研究小组通过一系列相互配合的讲座、演示和

小团体讨论，来说服一年级和三年级学生相信电视暴力是假的，真实

的暴力会造成社会拒绝，还有许多更有效的非暴力方式可以解决问题

（Huesmann et al.， 1983）。这一研究只关注一个问题：暴力不起

作用。研究发现，受过训练的儿童，并没有在态度、电视观看行为或

者侵犯性上表现出有所改变。的确，在这些方面，与那些没有接受任

何指导的控制组儿童相比，接受过训练的儿童在训练后并没有表现出

任何的不同。

研究者对这一结果虽然很失望，但他们却并没放弃。他们又进行

了第二个实验，在这次实验中他们尝试使用了自我说服。他们将芝加

哥郊外一所学校中的一年级和三年级学生随机分配到“干预组”或者

对照组中。在两次团体活动的第一次活动中，实验者要求干预组儿童

自愿参与为那些被“电视所愚弄、被电视暴力所伤害，或因为模仿电

视暴力而陷入麻烦”的儿童录制一盘录像。接下来，实验者告诉这些

干预组儿童：“当然，你知道最好不要相信你在电视中所看到的内

容，模仿那些东西可能并不好。”接受了这一有吸引力的自我知觉

后，所有的儿童都已经变得自愿了。然后这些热心的志愿者开始创作

说服性的短文，这些短文的主题是“辨别电视与真实生活的不同”，

“为什么模仿电视暴力是不好的”，以及“为什么看太多电视不

好”。为了帮助他们写短文，实验者向他们提供了一些事例。一周以

后，这些儿童在摄像机面前朗读了他们的短文，并且如同电视谈话节



目中的嘉宾那样，回答了一些简短提问。最后，重新播放一次录制完

成的录像带，让儿童能够看到他们自己对“不要被电视愚弄”这一节

目的贡献。实验者对控制组的儿童实施了类似的程序，不同之处在

于，短文—录像的主题是“为什么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爱好”，而

不是电视暴力。

在进行短文—录像环节的前一周，所有被试都完成了一份态度问

卷，问卷中涉及他们在多大程度相信电视节目是虚构的，以及观看暴

力节目是否会让儿童学坏。两组儿童在该问卷上的得分相似。同时，

研究者对两组儿童在暴力水平（由学校同学进行评定）和观看电视的

习惯进行了匹配。研究发现，这种相似性在实验后就消失了。如同进

行了角色扮演的吸烟者那样，那些撰写了关于电视暴力短文的儿童的

确说服了自己。在经过两个月的干预后，再次对他们进行态度测量，

他们的反应与他们所写的“不要被电视愚弄”的主题相一致。改变的

平均得分按照五点态度量表计算为2.3分。相反，对照组没有实质性的

改变。在短文—录像这一过程的之后几个月中，对照组儿童变得更加

具有侵犯性，这与发展心理学家对小学阶段儿童侵犯性行为随年龄增

加而增加的研究结果相一致。但干预组儿童的情况并非如此：他们并

没有变得更具有侵犯性。他们已经在心理上为自己接种了疫苗，来预

防电视暴力这一社会病毒。

最后，两组儿童都继续观看了相同数量的电视暴力节目。对干预

组儿童而言，观看暴力电视并没有促进他们的侵犯性行为。对这些儿

童而言，似乎看电视暴力已经不再能引发相应的行为。简言之，他们

完全采纳了自己为其他儿童录制节目时所传递的信息中所具有的关于

电视暴力的态度和信念。实验者稍作提醒，儿童就使自己相信了尽管

电视暴力看起来很有趣，但只是纯粹的幻想，在真实生活中侵犯性是

“粗野的”；儿童自己足够聪明，能够认识到现实与想象之间的区

别。



这是一个真实且令人印象深刻的有关自我说服的例子。想一想，

在两次短暂而令人愉快的团体活动中，通过扮演教师和社会评论员的

角色，儿童明显变成了抨击那些毫无事实依据的电视暴力的专家。在

演讲和团体讨论等较为传统的教育手段失效的领域，儿童所进行的这

些简单活动却非常有效。因为即使8岁大的孩子也能够成为有效的说服

者——自我的说服者，所以角色扮演能够达到积极的教育目标。

我们已经比较详细地讨论了行为能造成态度的改变。而导致这一

改变的原因可能是，我们有时通过反省我们自己的行为来确定我们的

感受——特别是当行为之前的内部感受不存在或是模糊的时候。另一

个原因可能是，我们的行为，例如角色扮演或传递某种特定观点，鼓

励我们以引发一种新的态度或自我意象的方式来思考。行为影响态度

的这一因果链中的中介变量在一定程度上是纯“认知的”：行为相当

自然地引发了一些思想，这些思想支持与行为相一致的态度。这一序

列通常包含不怎么精确的推理。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情境的影响，并且

过多地被那些最显而易见的思想所左右。然而，并不一定存在着思维

偏向——没有动机也并不需要有一个使行为合理化的态度。现在让我

们转向行为影响态度这一因果链中最后一个心理过程，这一心理过程

中涉及具有动机作用的自我辩解；同时这一过程是这一因果链中的一

个强有力因素。

自我辩解心理学：认知不协调理论

考虑一下以下两个情境，并思考这两个情境所带来的问题：

●比尔被要求说一个“善意的谎言”，并会因此而得到20美元。

而汤姆说同样的谎话却只能得到1美元。这两人中最终会有一人相信了

自己的这一谎言。那么是比尔还是汤姆呢？



●你说你不喜欢吃油炸蚱蜢。假设你被他人所说服，尝试地吃一

只，并且说服你的那个人非常招人喜欢。这会影响到你对这一令人作

呕食物的真实喜好吗？如果你的说服者非常令人厌恶——你不喜欢的

人，那么与那个招人喜欢的说服者相比较，他对你吃油炸蚱蜢的影响

是更大还是更小呢？

鉴于上述情境已经在社会心理学实验中被采用，对这些问题已有

现成的答案。答案是：（1）只得到1美元的汤姆将会相信自己的谎

言；（2）一旦你尝试了以后，你大概会喜欢上吃油炸蚱蜢——如果你

遵从了你不喜欢的人的意愿吃了一个的话则更是如此。对于这样的答

案，你是否会感到吃惊和怀疑？的确，绝大多数刚接触社会心理学的

人可能都无法做出这样的预测。但是根据认知不协调理论（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的观点，这些答案都是很好理解的。下面，我们

将首先来概述这一有趣理论的基本观点，然后再回到善意的谎言和吃

油炸蚱蜢的案例上来。

认知不协调理论关注人们如何应对他们自己所体验到的不一致

性。我们在第2章中已经看到，人们会因为社会情境中的不一致性而感

到不快。当其他人在许多方面一致时，与他们意见的不同就会造成一

种不一致性，而这种不一致性常常通过个体将自己的信念变得与他人

的信念更加一致而得到“修补”。当然，这也是团体情境中的从众行

为的根源之一。在另一事例中，对一致性的期望，可能会迫使人们在

帮了一个小忙以后同意再帮一个大忙。利昂·费斯汀格（Leon

Festinger， 1957）认为，由不一致性带来的不快感应用非常广泛

——甚至完全存在于个体自己认知系统内的矛盾，也可能成为精神不

安的根源。费斯汀格使用认知不协调这一术语来指代存在于个体心理

上不同认知之间的内部不一致性。



吸烟者为认知不协调提供了一个很好例子。吸烟的人有“我是吸

烟者”的认知。关于吸烟的消极结果的信息则形成了第二种认知

（“吸烟导致肺癌”）；这一认知与第一种认知是不一致或者说是不

协调的。毕竟，如果吸烟会导致肺癌，而你又不想过早结束生命，那

么为什么还要吸烟呢？如果一种认知在心理上不是另一种认知的必然

结果，那么就难以同时相信这两种认知。

在认知不协调理论中，认知就是关于环境或自我的知识（“现在

在下雨”）、态度（“我喜欢下雨”）或者信念（“雨让花儿生

长”）。根据这一理论，不同认知之间的关系可能有以下三种情况：

不协调的，协调一致的，或者不相关的。在吸烟的例子中，“我喜欢

香烟的味道”与“吸烟让人放松”这样的认知可能与个体吸烟这样的

自我知识相协调一致，而与大多数关于降雨的认知则是不相关的。

影响认知不协调程度的因素

某些不一致性会比其他不一致性蕴含着更多的不协调。影响认知

不协调程度的因素之一是每个认知元素的重要性。“我不想过早死

去”与继续吸烟是不协调的。但如果对吸烟者而言，他会死于肺癌这

一点并不重要（因为这个个体已经80岁了，度过了完整的一生），那

么“我吸烟”与“吸烟导致癌症”这两种认知之间可能只会产生很低

的认知不协调。

影响不协调程度的第二个因素是，个体同时体验到的不协调认知

与协调认知的数量。不协调认知与协调认知的比率越大，那么认知不

协调的程度就越高。在上述吸烟者的例子中，只有两种认知是不协调

的。加上“我的香烟所含焦油与尼古丁的量少于其他香烟”这第三种

认知，那么就通过增加协调认知数量的方式降低了认知不协调。任何



协调认知的增加均能够显著地降低认知不协调。但最近许多吸烟者死

于肺癌这一消息的获得，将使比率向高认知不协调方向倾斜。

因为认知既与个体行为又与环境相关联，所以个体行为和环境的

改变都能导致个体认知的改变。如果一个原本吸烟的朋友戒烟了，那

么“我吸烟”的这一认知就会明显地转向“我不吸烟”。因此，这一

理论的一个关键点在于：如果行为本身是不协调认知的根源，那么个

体将不协调认知转变为协调认知的方法就是改变行为。

但是，行为改变并不总是这么容易。行为有时可能很难被矫正，

例如吸食高成瘾性尼古丁产品的行为就很难被矫正。此外，在不协调

关系中的行为可能是过去的一个行为，但这一行为却又不可否认地与

个体现在的态度完全矛盾。在这种难以改变与态度相矛盾行为的情境

中，认知不协调理论就与本章的主题——态度可能受到行为的影响

——相关联了。因为认知的不一致性是令人不快的，人们会很自然地

主动消除它，以降低认知不协调，所以认知不协调理论认为，某种东

西不得不发生改变。费斯汀格的理论假定人类有保持认知一致性的需

要，而认知不协调是一种令人厌恶的驱力状态，这种驱力状态会激发

行为，以降低这种不协调直至重新建立一致性。

当行为不能被改变或被消除时，与行为不一致的一个或多个信念

或态度可能就会被改变，例如，“我不承认那些将吸烟与癌症联系起

来的证据。”可能还会再加上协调认知，“吸烟能让我的体重减

轻。”这些降低认知不协调的方法当然是对态度的修正——个体对世

界看法的改变，从而使个体把他现在或过去的行为看作是一致的、适

当的和合理的。

认知不协调与理由不足效应：越少越好



想象一下这个情境：一所大学希望在文科必修课中开一门创新的

“核心课程”，并就这一想法在全体教员中征集意见。在心理系，人

们的普遍感觉是，由一个特别委员会提出的课程尽管不完美，但它是

有可能实施的课程中最好的。而另一方面，因为控制资金的大学管理

者们认可它，所以心理系若反对这一课程将会是不明智的。我们的英

雄，年轻的史密斯教授，对被提议的课程却持保留意见，并且倾向于

对它投反对票。但是，有一天系主任暗示史密斯应该在教员会议上，

就这一提议发表“任何他所能说的赞美之辞”。系主任解释说：“尽

管我知道你反对这一提议，但如果一些有思想的教员能够说明一下该

计划的可取之处，那么我认为这会很有帮助。但是，请说你希望说

的，毕竟你已经是终身教授了，你能够自由地表达你自己的观点。”

你或许能够猜到史密斯教授做了什么。他温和地发言，表达了对

所提议的核心课程的赞同。由于对可爱的系主任所负有的某种责任

感，以及提议课程如果被否定，所可能带来的缠人的恐惧，史密斯选

择了公开赞成他曾经有意识地进行反对的东西。但是，一旦这样的行

为发生了，史密斯就会对与态度相矛盾的行为感到内疚了。

于是，在史密斯身上发生了一些其他的事情。在相当短的一段时

间里，他改变了自己关于这一新核心课程的意见。新的核心课程已经

以较小的优势获得了通过。实际上，史密斯自愿教授新的“跨学科”

核心课程中的一门。

根据认知不协调理论，史密斯让自己陷入了认知不协调的状态。

两种相抵触的认知是“我不喜欢这个提议”和“关于这个提议，我对

我的同事们说了许多赞美之辞”。但是，如果史密斯或多或少感到是

被迫说那些赞美之辞，那么这两种认知可能就不会不协调。这是因

为，如果史密斯确实感到是被迫地或是被说服了去说那些赞美之辞，

那么他就能够证明这一不一致性的合理性。“我不得不这样做，我没



有选择”。这里的关键点是，系主任没有扭住史密斯的手臂，系主任

的激励是温和的；史密斯没有感到被强迫，他能够自由地追随自己的

感觉而行动。若史密斯已经感受到他是被迫以一种与自己态度不一致

的方式行动，那么稍后他可能就不会改变自己的态度。这个不一致性

可能不需要被合理化。“我这样做是为了保住我的工作，但是我并不

相信我所说的那些话。”

史密斯教授在所提议课程上的态度改变，说明了认知不协调理论

的主要原则及其实际意义。认知不协调理论的主要原则是：与态度相

矛盾的行为如果要产生出一种认知不协调的不舒适状态，而这种不舒

适状态稍后可以通过态度或行为的改变得以消除，那么人们就必须知

觉到他们所从事的行为是自由选择的。这一原则的意义，在于对个人

态度或信念上发生的真实改变与外显行为上的依从两者间进行了至关

紧要地区分。如果你想让人们如你所愿的那样去行动，那么你给予的

强迫或奖赏越多，你就越有可能成功。“支持我的政策，否则你会被

开除。”“认可我的产品，我会支付你1000美元。”诱因越多，依从

越多。另一方面，如果你的最终目标是让他人喜欢或者认同你强迫他

们所做出的行为，那么你用于获得依从行为的诱因越少，效果越好。

诱因越少，越多的个人态度将朝向诱发出的依从行为方向改变。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强烈的诱因（恐吓、贿赂、乞求、

金钱，诸如此类）是明显的理由，它们能消除任何自由选择的感觉。

至此，我们就明确了认知不协调理论的逻辑：仅仅使用恰如其分的、

能使个体从事行为所需的“力量”。诱因应该刚刚足以获得依从，但

却不足以作为能够证明态度—行为不一致性的合理性的一个额外认知

元素。用于解释为何从事与态度相矛盾的行为的理由越少，认知不协

调的程度就越高。简而言之，当询问一个人为什么会做出这一矛盾行

为时，高认知不协调的个体应该不能利用情境变量来证明它的合理



性。因此，如果没有任何可被确认的外因，那么肯定是自身的原因

了。

当木桩旋转时……　这把我们带回到了小小的善意谎言。在一个

证明越少越好原则的经典实验中，大学生们首先从事了整整1个小时单

调无趣的任务（Festinger&Carlsmith， 1959）。实验者假装在监视

学生们的表现，学生们重复地用轴线绕满盘子，清空它，然后每次将

木桩转动90度。这项任务是非常枯燥无味的。稍后，实验者会给其中

一些被试1美元，要求他们（为了实验目的）对下一个被试说，这一实

验任务是非常有趣并令人愉悦的。实验者对另外一些被试则提供了20

美元，要求他们做相同的事情。尽管诱因的大小有所区别，但几乎所

有的被试都愿意说这个谎，并从事这个与态度相矛盾的行为。

尽管依从比率相似，但态度上结果却不同。所有被试撒完谎后都

接受了个别访谈，访谈是由被试认为与这一实验无关的人进行的。访

谈者要求被试评定自己在多大程度上喜爱这一实验任务。那些得到了

20美元报酬的被试认为，这一任务比较枯燥。他们的评定结果与控制

组被试的评定结果相类似；控制组被试只进行了实验任务，然后就进

行评定。相反，那些仅仅获得了1美元报酬的被试表达了更多积极的态

度：他们把实验任务评定为令人愉悦的。显然，那些获得了20美元报

酬的被试体验到了很小的认知不协调。20美元的报酬证明了谎言的合

理性——尤其是被一个以研究者面目出现的权威所授权的小谎言。但

是，1美元的报酬很难作为欺骗下一个学生的理由。因此，只获得了1

美元的被试产生了降低认知不协调的驱力，他们通过改变态度以适应

自己的欺骗行为，从而降低自己的认知不协调。

选择的错觉。1美元是如此微不足道的报酬，被试因此而产生了

一个非常重要的印象：他们自愿选择向另一个人传递虚假信息。事实

上，他们产生了一个由研究者创设出来的“选择的错觉”，而研究者



正是利用了我们在本章中一再谈到的人们对微妙情境刺激的不敏感。

被试行为的真正原因蕴含在实验的强大情境陷阱中——情境如此强大

以至于只获得了1美元报酬的被试中90％的人选择了服从。一个权威角

色（实验者）很客气，但坚定地并貌似符合逻辑地要求被试帮一个忙

（为了科学目的而去欺骗下一个被试）。（顺便想一想米尔格拉姆的

研究）。但是，除非提供一个很明显的刺激（例如，20美元），否则

依从压力是如此微妙，以至于看上去被试似乎是在无压力情况下自由

做出的决定。进行依从操纵的语言通常为：“如果你不愿意，你可以

不必做”；“这完全取决于你，但是如果你这样做，我将不胜感激”

等等。

此后，许多研究都复现了这一基本的“诱因少而态度改变多”的

发现。因为使用了恰好能诱发与态度相矛盾行为的刺激，这些研究被

称为诱发依从（induced�compliance）研究。在这一方面，有一个新

近的研究值得评述，因为它进一步阐明了知觉到的自由选择的作用，

并突出了许多引发认知不协调和利用认知不协调产生态度改变所必需

的一些其他条件。

停车付费——喜欢它。在这一研究中，与态度相矛盾行为是写一

篇支持在大学校园停车付费的短文，而在此之前，学生们都是免费停

车的（Elkin&Leippe， 1986）。很自然，预先的调查显示，学生被试

们强烈反对停车收费。实际上，在31点量表中平均态度是1.6，其中1

表示强烈反对，31表示强烈赞成。

在实验过程中，这些反对停车收费的学生被告知，他们每个人可

以写一篇“关于停车收费可行性”的短文。这些短文将被送往大学政

策制定委员会，而这一委员会正在收集关于这一问题的正反意见。为

了能把被试随机分配到低选择空间的条件下，实验者告诉被试，获得

正反意见的最好方法是，不管个人的感受如何，只须简单的将被试分



配到一方立场上。随后，实验者要求被试写支持停车收费的短文。相

反，对于那些高选择空间条件下的被试，实验者强调“这一问题的自

愿性，你自己决定以哪一方的立场来写”。即使委员会已经收到了足

够的反对停车收费的短文，并且现在需要支持方的短文，被试还是能

以任何一方的立场来撰写。实验者给予高选择空间被试的语气与系主

任给予史密斯教授的语气非常相似。但是，为了真正形成自由选择

感，实验者还让高选择空间的被试们签署了一份表明他们是自愿参与

的声明书，将自愿参与这一点突显出来。

两种选择条件下的所有被试都写了一篇支持停车收费的短文——

尽管他们先前已表达了反对这类收费的态度。被试完成短文并将短文

放入了写有委员会地址的信封中，几分钟后他们再次完成了一个关于

停车收费的态度测验。如图3.2中所示，转变了态度的被试是那些高选

择空间条件下的被试。他们的态度向着更支持停车收费的方向转变，

因为他们有了需要降低的认知不协调。这些被试陷入了由实验者创设

的选择错觉中，他们不能证明与他们原有态度相矛盾的短文的合理

性。如果他们原来反对停车收费，那么他们如何能够证明自己所写的

支持停车收费的短文的合理性呢？既然他们强调了停车收费的一些积

极面并排除了一些消极面，那可能他们并非真地强烈反对停车收费

吧。而那些低选择空间条件的被试体验到的认知不协调很小，因为他

们是被要求这样写的。



理由不足效应的误用。如果你的目标是态度改变，那么越少越好。但是如果你的目

标仅仅是行为上的依从，那么就不是这样了。

（The Far Side copyright 1987 and1990 universal press

syndicate.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Allrights reserved.）

从矛盾行为到认知不协调——必要条件。我们在这一研究中再次

看到了知觉到的自由选择（perceived free choice）在引发认知不协



调中的必要性（Zimbardo， 1969）。除此以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必要

条件。个体必须对与态度相矛盾行为的预期结果感到负有个人责任。

这意味着，个体必须承认这一行为，从而使个体无法否认他曾做出过

这一行为，且在当时就知道行为的结果。更进一步说，即个体必须要

预见到令人厌恶的结果。在停车收费的研究中，学生们写短文以前，

短文所能产生的结果就已经非常清楚，明显是非常消极的了。他们给

政策制定委员会的支持性短文可能就会使自己和朋友因停车而花钱。

同时，在高选择空间条件下的被试也很难回避他们对自己所写的短文

负有的责任，因为他们已经签署一份声明书。

图3.2　不协调要求一个选择错觉

态度改变以降低认知不协调。那些认为自己是自由选择地撰写了赞成学生停车收费

短文的被试改变了他们的态度，使自己的态度与短文中的态度相一致。那些感觉到

没有多少选择权利的被试则没有改变态度。



（数据来源：Elkin&Leippe， 1986. Copyright 1986 by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dapted by permission.）

正如两位主要的认知不协调理论专家乔尔·库珀和拉塞尔·法齐

奥（Joel Cooper&Russell Fazio， 1984）所指出，如果与个体态度

不一致行为的预期结果是“宁愿没有发生的结果”，那么就会引发认

知不协调。而另一些理论家指出，个体能够根据其自我概念来界定令

人厌恶的结果。他们认为，当个体感到需要对与他的自我意象不一致

的结果负责时，即当结果暗示个体是“坏人”或者个体具有与他实际

价值观所不同的价值观时，认知不协调就产生了（Baumeister，

1982；Schlenker， 1982）。

尽管与态度相矛盾的行为并非是唤起认知不协调的必要条件，但

是，当与态度相矛盾行为是高度公开时，就尤其能够唤起认知不协调

（Baumei�ster&Tice， 1984；Elkin， 1986）。有三个理由可解释

这一现象。首先，公开做出的行为可能会激发我们在第2章中曾谈到过

的直觉承诺。你可能还记得，人们倾向于觉得自己有义务去支持他们

的公开行为。因此，如果行为是公开进行的，使态度与行为相一致的

动机就会受到认知不协调的唤起和直觉承诺的强化——一种有效的强

强联手。公开性的第二个作用是增强个体自我概念中的不一致感。如

果个体的态度改变不与行为同时发生，那么，似乎行为不仅会产生个

人所不希望的结果，还会暗示着这样一种意愿，即在他人面前显得肆

无忌惮或缺乏决断力。的确，根据一些理论家的观点，相对于不一致

性本身，我们对不一致性（给他人或给我们自己）所造成印象的关注

可能是导致态度改变的更强大力量（Tdeschi&Rosenfeld，1981）。最

后一个理由是公开行为的外部现实锚定（ external reality

ancho�ring）。公开行为在个体心理中不可能像个体的态度、信念或

情感那样，轻易地被否认或被扭曲。因此，当行为认知（“我刚刚正

式认可了我向学校提出的选课申请”）与态度认知（“所选课程并不

是热门课程”）不协调时，对行为的认知可能很少会发生改变，因为



它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是不可否认的公开事实；而为了与行为保持一

致，态度认知可能更容易被调整（“能在所选课程上学到很多知

识 ” ） 。 私 人 代 理 （ Representative Private ） 向 公 共 代 理

（Rep�resentative Public）做出了让步。

选择和控制的错觉。

资料来源：Cesc， 1990 Car�toonists&Writers Syndicate.



了解蚱蜢是为了喜欢它们。在已经讨论了公开性在认知不协调中

的作用之后，请想象一下如果你已经当着同龄人的面，同意吃一只油

炸蚱蜢——并且已经这样做了，那么你会有怎样的感受呢？在一项研

究中，被试在一个实验者引导下做出了这一行为，在这些被试中，既

有大学生也有预备役部队的士兵（Zimbardo et al.， 1965）。在一

种实验条件下，被试目击了一连串的事件，这些事件使实验者看起来

是一个极讨人喜欢和公正的人。在另一种实验条件中，被试目击到的

事件让他们觉得实验者（与前一种实验条件中的实验者是同一人）令

人讨厌并且是个两面派。但是，不管实验者的形象是积极还是消极，

实验者引发了超过半数被试的依从行为，被试真的吃了恶心的蚱蜢。

但是，如同我们先前间接提到过的那样，一种积极的态度改变，即发

现这个粘乎乎的昆虫也是美味的，只在那些依从了令人讨厌的、消极

的实验者的被试中盛行。对于这一结果，你现在应该知道为什么了

吧：如果实验者是讨人喜欢并可爱的，那么对于这一确实让人讨厌的

行为我们就有了一个清晰的理由（“我不能拒绝这样一个可爱的家

伙”）——一种情境归因。如果实验者不那么可爱，并且还有他人在

场观看，那么你就需要做一些解释了——为你自己也可能是为其他人

（“我有一点儿喜欢这样的美食”）——一种特质归因。如果被试不

是因为对消极实验者有好感而吃蚱蜢，那么他如何来证明自己这一不

协调的大口咀嚼行为的合理性呢？很简单，通过说服自己蚱蜢其实并

不是那么的可怕。一种更为极端的改变态度的方法是使被试认可，蚱

蜢在所谓的新陆军手册中是一种适合于野外生存的食物，通过这一手

册，使被试把自己看作是那些已经尝试过并且喜欢蚱蜢的士兵。

宗教信仰的转变——重访。我们在前面已经谈过统一教招募信徒

所使用的那些微妙的影响技巧，这些影响技巧可能不会被新的被招募

者注意到。由于没有关于宗教和社会问题的强烈态度，被招募者可能

会通过自己在没有明显外部压力条件下加入邪教的行为来推断自己的

态度。然而如你现在看到的那样，即使新的被招募者最初对统一教持



反对态度，通过理由不足的原则，统一教教徒们仍然可能使用微妙的

依从技巧来赢得被招募者。这一技巧可能形成了相当强的认知不协

调：“我并不信仰这种哲学”；“我正在像那些信仰这一思想的人那

样行动”；“没有人逼迫我这样做”。要降低这一由不一致性引发的

认知不协调，最显而易见的方法是，把最初的认知改变为“我信仰这

一哲学中的某些部分”。

那么，为什么说服新的皈依者是邪教最主要的活动呢？回答这一

问题时，我们将再次发现认知不协调的影响。通过在说服新的皈依者

这一主要活动上获得社会支持，统一教教徒得到了关于成为统一教教

徒合理性的额外证明。考虑到生活方式上的巨大改变，对先前所珍视

的友谊的拒绝，以及对必需的新行为方式的接受，当人们成为邪教教

徒时，其认知不协调应该是非常巨大的。通过成为“有效的影响

者”，新皈依者们有效地使其他人和自己一样放弃了原有的生活方式

并加入邪教；这样，新皈依者们依靠这种额外支持再一次证明了他们

自己决策的合理性。他们肯定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否则为什么有

如此多的人选择加入这一群体呢？



“蚱蜢研究”中的一个场景：一个“消极实验者”正在批评他的助手，而此时一个

被试正在旁边观看。当被试在这一实验者的要求下吃了蚱蜢时，被试喜欢上了蚱

蜢。

（Courtesy Philip G. Zimbar�do， Inc.）

降低认知不协调的模式

总的来说，降低认知不协调的特殊方法可以总结为四种一般模

式：（1）试图放弃或改变决定、态度或者行为；（2）降低认知或决

定的重要性；（3）增加协调性的因素，以此改变不协调与协调的比

率；（4）通过使用镇静药物或者酒精，直接降低由认知不协调引发的

唤醒状态。

那些体验到决策后冲突带来的认知不协调的个体，将会选择哪些

途径呢？幸运的是，理论在这一问题上没有保持沉默。总体规则是人

们会采纳最小阻抗的途径。换句话说，最容易发生改变的认知是那些



实施改变的认知。某些认知相对其他认知会更加抗拒改变；而这些认

知就是那些难以被否认的、对个体思考方式或自我意象特别重要的认

知。

不可否认性。通常，要改变个体关于行为的知识非常不容易，特

别是如果这一行为是公开的。与态度相矛盾行为的发生是完全无法否

认的。私人态度的改变更为容易。如果情境允许，一些更微妙的认知

改变甚至会更容易，例如降低不一致性的重要性（“停车收费确实令

人讨厌，但是相对于我们的学费，这一点钱是十分微不足道的”）。

类似地，自由做出的决定常常是不可否认的或者不可放弃的。你被一

个骗子欺骗，你同意做一件毫无意义或者危险的事情，或者由于加入

了邪教使你的生活方式有了很大改变。当你在考虑做出决定后会发生

怎样的改变时，相对于尝试不要做出这个行为，对这个选择以及其他

没有被选中的备选项进行重新评估这一途径会遇到较少的抵抗。

重要性。假如每个不协调的认知都是不可否认的，那么，我们将

期望那些比较不重要的认知会发生改变（Hardyck&Kardush，

1968）。认知的重要性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1）这一认知在何种

程度上深深地植根于一个更大的认知网络中；（2）这一认知在何种程

度上构成了个体积极自我概念的重要方面（Aronson， 1969）。

就第一个因素而言，当一种特定的态度并不是一个复杂态度结构

的核心部分时，态度改变最有可能发生。改变一个核心态度，将会产

生与之联系的态度系统其他所有成分之间新的不一致性。因此，那些

更为分离的、更少被嵌入的态度和信念更容易被改变。

那些与人们如何界定自己相联系的认知是非常抗拒改变的。一项

研究发现，将女权主义看作为自己中心特质的个体，在参加了一个性

别主义活动（一种不协调的活动）后，其女权主义思想并没有降低。

相反，他们通过使自己的下一个活动变得特别地支持女权主义，从而



增加了女权主义和性别主义的比值（Sherman&Gorkin， 1980）。这里

请注意，我们很少发现个体在做出一个错误决策或一个与态度相矛盾

行为之后，会承认自己是“愚蠢的”或“心智失常的”。增加类似这

样的自贬性认知可能会打击一个极端重要的态度——即个体关于自己

的态度。我们将在本章结尾部分详细地探讨维持一个总体上积极的自

我肯定意象的重要性，以及这一需要如何征服更加强有力的认知一致

性的需要。

双重危险。毫无疑问，当两个不一致的认知都非常重要时，认知

不协调是最强烈的。在这些情况下，将会发生旨在降低不协调的最为

错综复杂的努力。个体会倾向于尝试需要付出更多努力的认知重构，

而不仅仅是态度的改变，或者是对外界知觉中的微小改变。个体可能

会增加一些认知，调整其他一些认知，对其认知不一致性的这一问题

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或者使用其他的一些方式逐步让一切各归其

位，以达到和谐状态（Hardyck&Kardush， 1968）。换句话说，在深

思熟虑的合理化过程中，可能会用到所有降低认知不协调的手段。

认知重构需要付出相当多的心理努力（mental effort）。因此，

只有在没有其他更容易的可能的改变并且出现了某种情境压力时，认

知重构才会发生。例如，一名研究者发现，当被试公开做出与态度相

矛盾的行为，并且被明确要求在行为后公开表明他们的态度时，他们

最多地使用了认知重构来解决自己态度与行为之间的不一致。而在没

有“公开化”的压力时，其他被试倾向于只是对态度进行肤浅的改变

（Elkin， 1986）。

认知重构是极少发生的。但是，认知重构是降低认知不协调最富

有成效的方式，因为它最大程度地涉及到了心理活动。其结果是，正

如我们在角色扮演中所看到的那样，与认知重构相联系的态度与认知

改变，更有可能持续存在并且影响后继的行为与思想。这些态度与认



知改变更倾向于被内化（internalized）——被整合到个体更深层的

信念系统中。

最后，我们来讨论使用药物与酒精来降低认知不协调的问题。对

一些人而言，可以直接针对其根源来处理与认知不协调相联系的令人

不快的唤起；在这种情况中，因避开唤起而产生的即刻满足感缓和了

这种消极状况。一组研究者在被试认知不协调被唤起后，给予他们服

用镇静剂的机会；研究发现，服用镇静药物的被试在认知不协调导致

的态度改变上小于没有服用镇静药物的被试（Cooper et al.，

1978）。另一组研究者也发现，当可以通过饮酒来降低由认知不协调

唤起所引发的紧张体验时，认知改变不再是降低认知不协调的主要方

式（Steele et al.， 1981）。在上述第二个研究中，研究者劝诱被

试写一篇与他个人态度相反、赞同增加学费的短文，由此引发了认知

不协调；然后，实验者立刻以味觉分辨实验为名让被试喝啤酒或伏特

加酒。结果显示，那些没有喝酒以及喝水或喝咖啡的被试全都表现出

了典型的态度改变，即使态度与他们行为相一致从而降低认知不协

调。他们支持学费上涨。但是饮酒的被试，无论饮酒量大小，都没有

为适应他们的矛盾行为而改变态度。显然，酒精直接降低了饮酒者认

知不协调的唤起水平，因此饮酒者不再需要调整他们原有的认知以保

持与新行为的一致性。研究者推测，那些只具有有限认知应对技能

（cognitive coping skill）的人，通过强化饮酒作为一种降低认知

不协调的手段，从而形成了某种形式的酒精滥用。

认知不协调与不道德的商业决策

通过一个实验室以外的案例来结束我们关于认知不协调的讨论，

是一个适宜的方式。我们认为这一案例能够详细地说明个体可能会将

一个拙劣决策的合理性证明到何种程度。这是一个由认知不协调引发



的合理化而导致堕落的案例，一个商业决策由拙劣演变为不道德的案

例。

在1988年的6月，Beech�Nut营养品公司的前副总裁和总裁因销售

数百万瓶的假婴儿果汁而被判有罪，这些果汁的广告宣称它们是“百

分百的苹果汁”，而实际上果汁只含有廉价且无益于健康的糖、水、

色素和调味料。正如《纽约时报》报道的那样（Traub， 1988），虽

然被判处了10万美元的罚款和1年监禁，被告似乎对其无法抵赖和自私

的犯罪行为仍然无动于衷，并且还坚持认为自己是正直的人。这种姿

态是很奇怪的，但他们垮台的整个过程更加奇怪。

在研发部主任告诉副总裁他怀疑从供应商那里购买的用于制作果

汁的浓缩汁可能被稀释或掺假后，副总裁做出了他的第一个决策：他

同意派出一个调查组去供应商那里进行调查，但他同时又命令

Beech�Nut公司继续使用该供应商提供的浓缩汁。调查组没有发现任

何关于掺假的证据——因为供应商所宣称的“合成设备”并不在指定

的地点。但是，由外部实验室提供的证据显示该浓缩汁是玉米糖浆而

非苹果汁，这引发了研发部主任的进一步怀疑。然而，副总裁拒绝停

止从那个令人怀疑的供应商处进货。事实上，他的下一个决策是与该

供应商签署一份合同；合同约定，消费者关于浓缩汁的投诉将由供应

商负责，而不是由Beech�Nut公司负责。

事情继续发展。当另一个实验室提供的检测显示浓缩汁没有被掺

假时，该副总裁觉得自己得到了支持。他拒绝接受同僚关于供应商改

变了稀释剂的怀疑——即稀释剂从玉米糖浆变成了甜菜汁，而这种调

包后的稀释剂不能被实验室的检测所发觉。在副总裁的指示下，

Beech�Nut继续制造并销售假冒果汁达五年之久。这五年间，副总

裁，以及稍后的总裁在副总裁的建议下，将一个又一个的糟糕决策合

理化了。



记者对这一可耻事件的报道具有启发性。他指出，副总裁似乎

“对自己行为的后果熟视无睹”，他“进行了一系列扭曲的合理化

＂；并且，副总裁与总裁都“仍然确信他们只是犯了一个小小的决策

上的失误”（Traub，1988）。而他们在长达五年时间内将不合格的商

品销售给了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婴儿！

对 这 个 有 罪 的 副 总 裁 进 行 的 特 质 分 析 （ dispositional

analysis）显示，他并不具有邪恶的人格，你是否会对这一结果感到

惊讶呢？他的朋友和邻居说，他是一个“讲礼貌和正直的人”。那么

我们应该如何去解释由他任性而麻木的堕落而造成的整个婴儿食品公

司的欺诈行为，并最终导致他职业生涯的毁灭呢？我们猜想，正如现

在可能在你身上发生的那样，认知不协调在这里发生了作用。副总裁

在早期是基于财政和个人的考虑做出了一个决策。Beech�Nut公司在

为其发展而努力；副总裁希望通过使用便宜的合成浓缩汁而获得利润

——以及与之相伴的荣誉。

面对成功与道德之间的选择，副总裁选择了成功。他现在被这一

决策的所有消极面缠住而无法摆脱，这些消极面包括“我从婴儿的嘴

里攫取好处”和“就我的产品的成分问题，我说谎了”的认知——这

些认知肯定与任何关于他自己是一个好人的观念都不一致。为了降低

这种认知不协调，他低估了这些消极结果的意义而“高估”了公司行

为的需要。最终，这位副总裁的认知不协调被降低到了仅仅把自己看

作一个热爱公司的人。他看不到自己的行为上的任何错误。毕竟，这

个“不是苹果汁”的果汁实际上并不具有伤害性，不是吗？而在果汁

被掺假问题上，人们也确实是花费了很长时间才获得了“令人信服

的”证据。



认知不协调、自我归因以及自我肯定：

相似性与独特性

自我归因现象与降低认知不协调现象有一些相似之处。特别是，

两者可能都是越少越好效应（less�is�more effect）的促成因素；

所谓越少越好效应是指，通过提供刚刚足够的诱因，使人们按照影响

者的期望行动，从而最终改变他们的态度。在认知不协调方面，过多

的诱因会增加协调认知，而协调认知使态度不再需要改变。在自我归

因方面，强烈的诱因为个体行为提供了情境解释——从而减少了个体

对自己进行特质归因的可能性。

我们曾谈及过对支持自我概念的认知进行改变的困难性。克劳德

·斯蒂尔（Claude Steele， 1988）提出的新观点进一步认为，某些

形式的认知不协调，可能通过让个体觉得自己愚蠢、无能、不道德或

者通过产生其他消极自我意象，来威胁个体自我概念的完整性。如果

有机会通过有价值的事物来提升自我意象，或者如果能提供其他的积

极信息来支持自我概念，那么就没有必要为达到认知一致性

（cognitive consistency）而努力了。于是，自我肯定的需要超越了

一致性的需要。让我们简短地考察一下认知不协调、自我归因与自我

肯定这三个过程的意义。

过度合理化

你可能已经注意到，越少越好效应还有另外一种意义，这种意义

与认知不协调与自我归因这两种视角均有联系。有时，过犹不及。相

对于伴随适度诱因所发生的态度改变，过多的诱因甚至可能会造成更

少的态度改变。在一项研究中，实验者告诉一部分学前儿童，他们可



能会因为使用一套彩色魔术涂画笔绘制出最棒的图画而得到奖赏；而

对其余儿童，则没有告知有关奖赏的信息（Lepper et al.，

1973）。两周后，研究者发现，那些没有期望奖赏，只是为了画画的

乐趣而作画的儿童，利用闲暇时间使用魔术涂画笔作画的时间多；而

那些为了得到奖赏而画画的儿童，利用闲暇时间使用魔术涂画笔作画

的时间少。其他研究也发现，当向那些最初因为兴趣而引发的行为提

供奖赏或者报酬时，无论成人还是儿童都会变得更少地喜欢他们的这

些行为（Deci&Ryan， 1985）。通过自我观察和自我辩解，使“我喜

欢这样做”这一态度受到了抑制，而奖赏似乎成为了对行为的解释。

这是一种过度合理化效应（overjustification effect），它会导致

个体对任务的内部兴趣的降低；当外部奖赏格外显著，并且被奖赏的

接受者看作是对其行为进行控制的一种手段时，这种效应就尤其可能

发生（Deci&Ryan，1985；Ross， 1975）。在这些情形下，奖赏可能

把游戏转变为工作；而一旦工作的理由不再存在，例如奖赏被中止，

“工作”就会停止。

当然，这并非否认奖赏的影响力。我们在前一章中已经看到过大

量关于奖赏如何塑造行为的证据。更准确地说，我们想要传递给父

母、教师以及其他社会控制机构的信息是，应该谨慎地使用奖赏。如

果奖赏提供了关于能力和成就的信息，而不仅仅是控制的手段，那么

奖赏就既能维持行为又能增加兴趣。如果所期待的行为已经愉悦地主

动发生了，那么人们应该考虑一下一条老式忠告的修正版：将旧谚语

“如果某物已经在运作，就不要去修理它”中的“某物”简单的代替

为“某人”。

不同过程的相似性

尽管认知不协调的降低和自我归因都能够促进理由不足效应和过

度合理化效应等重要的影响结果，但是两者却是不同的过程。认知不



协调的降低首先是一个有动机的改变过程——常常是态度的改变。已

有认知之间存在的不一致性造成了一种紧张状态，必须要有某些东西

让步。另一方面，自我归因是一个认知性的过程，它在最初态度非常

不牢固、不明确或者并不存在时才会发生。它是一个建立一致性的过

程——从行为推断出一个与行为相一致的态度，而不是解决不一致

性。因而，自我归因是一个态度形成的过程，或者说是一个越来越相

信个体业已接受的事物的过程（Fazio，1987；Fazio et al.，

1977）。

自尊的确认

近年来，许多心理学家已经在研究被认为是人的基本机能的根源

性过程：以保护自我不受威胁的方式行动并尝试重建受到威胁的自

尊。例如，心理学家提出了“极权主义的自我”这一概念，用来说明

个体以肯定其自我概念中的善良、力量和稳定性的方式来使信息加工

过程产生偏差（Greenwald， 1980）。斯蒂尔（Steele， 1988）在一

系列具有独创性的研究中发现，当认知不协调被唤起时，如果被试有

机会肯定他们的自我概念，比如通过在一份问卷中表达自己最重要的

价值观，那么他们就不会表现出典型的旨在降低认知不协调的态度改

变。这一自我肯定的过程是“通过降低‘自我的痛苦’来消除认知不

协调；这种‘自我的痛苦’是由认知不协调所引发的不一致性所固有

的”（Steele， 1988， p.277）。

结论

社会心理学对于我们理解社会影响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对行为

如何塑造态度和自我意象所进行的系统分析。我们已经看到，情境和

人际关系对行为的微妙触动，有时能够转化为态度上的巨大改变；而



态度的改变进而又能够影响到后续的行为。此外，正如我们将在第6章

所见到的那样，态度与自我意象，无论它们是如何形成的，均可能变

得难以改变。的确，对社会心理过程的一个重要嘲弄就是，微妙触动

比那些强有力的因素更容易改变信念。最后，我们注意到，通过行为

影响态度与那些在大众中流行的关于态度改变的观念有所矛盾。人们

通常的看法是，不是通过首先改变行为来改变态度，而是通过那些富

含理由的信息和说服性论证来使态度发生改变。当然，如我们将在下

一章中会看到的那样，这样的信息与说服性论证有时也会起作用。

小结

我们探讨了行为的改变如何反过来引发态度或信念的改变。这一

改变的途径与人们直觉期待的途径相反；但是，由认知不协调所驱动

的自我归因、自我说服与自我辩解都很好地为这一途径提供了服务。

●我们天生就有理解人们行为的倾向。对行为进行因果归因有助

于提高我们的控制感，亦有助于指导我们的行为。一般而言，我们既

进行情境归因也进行特质归因。特质归因把行为的原因定位于行动者

的人格或动机上。情境归因把行为的原因定位于社会环境和物理环境

中。在决定行为是否具有特质原因或情境原因时，我们会考虑以下这

些因素：行为是否不寻常的（非常规性），行动者对当前刺激的行为

反应方式是否总是相同（一贯性），以及这一行为反应方式是否与对

其他刺激的行为反应方式相同（特异性）。我们通过考察行动者行为

的独特结果，或者依靠已学得很好的关于某些行为原因的“经验规

则”，或者直觉，来推断出构成原因的特征。

●归因推理具有一定的认知偏差。我们倾向于过分简单化，并且

受到我们所观察到的场景中最显著和生动的东西的过度影响。我们也



倾向于高估个人特质因素而低估情境因素。这一偏差——基本归因错

误——可以从人们对米尔格拉姆研究中所揭示高服从率的吃惊，以及

人们不相信自己也会服从这一实例中得到说明。对情境变量如何征服

个人特质因素的忽视，极大地影响着社会态度。

●当我们的行为是无计划的，或者我们的态度非常微弱和不确定

时，我们就会进行自我归因；自我归因是指，我们会像一个观察者那

样，对自己的行为进行相同的归因分析。因为情境对行为的影响可能

很微妙，所以我们可能通过行为来推断我们的态度。当我们利用强有

力的情境线索来解释由某种隐藏的原因所导致的情绪唤起时，就形成

了对情绪的自我归因。

●改变态度和行为的一个有效方式是，让目标受众采纳与他们目

前态度相反的观点或者让他们扮演与他们目前态度相反的角色。扮演

态度相反角色通过自我归因和自我说服过程起作用——由个体自己来

产生关于态度改变的论据。相对于与他人争辩，与自己争辩更为有

效，并且会使用更为显而易见的意象。

●当认知成分（关于个体行为的信念、态度或者知识）之间存在

不一致时，就产生了认知不协调。认知不协调被看作是一种心理上不

舒适的驱力状态，这种驱力状态会导致个体通过改变一种或多种认知

来降低或者消除认知不协调。因此，认知不协调可能是自我辩解的根

源——改变个体的态度或者信念以证明由情境引发的行为的合理性

（使态度或信念与由情境引发的行为相一致）。

●奖赏或威胁能够引发人们做出与态度不一致行为。通常，诱因

越大，行为的依从也会越强。然而，为了使人们喜欢或者认同所引发

的行为，诱因越少越好。如果与态度相矛盾的行为能够通过情境力量

而得到足够的合理化，那么它就不能够引发认知不协调。而如果诱因

刚刚足以引发依从，却不足以对行为进行可接受的合理化，那么认知



不协调就被唤起了。个体必须认为与态度相矛盾的行为是自由选择

的。当没有可知觉到的外部合理化时，态度改变就成为了自我辩解的

途径。

●如果态度改变是为了追随与态度相矛盾的行为，同时知觉到行

为是自由选择的，那么个体必然会感到对行为后果负有责任，并且预

期到这一行为结果将会是令人讨厌的。

●态度改变只是降低认知不协调的方式之一。此外，还可以通过

其他方式来降低认知不协调，例如，降低行为或者其他认知的重要

性，添加协调的或者自我肯定的认知，以及通过药物或者酒精来直接

降低由认知不协调造成的紧张。在这些方式中，人们会采纳有最少抵

抗的途径。不可否认的、重要的并且与自我有关的认知会非常地抗拒

改变。当所有有关的认知都具有这些特征时，需要更多努力的认知重

构就可能会发生，而认知重构会导致个体心理的根本性改变。

●如果存在着越少越好效应，那么就会有过犹不及（more can be

less）现象。如果为那些已经主动发生的行为提供过多的外部合理

化，那么可能会导致行动者不那么喜欢该行为。

问题与练习

1.请想一想您自己生活中的一个事件，在这一事件中，您相信您

的态度或情绪反应是自我归因的结果。请解释为什么您会相信这一

点，并且请描述促进了自我归因过程的情境因素和个人情况（你的内

部状态）。

2.使用归因、自我说服和认知不协调原则来草拟一个计划，使那

些目前对学业不感兴趣的中学生能够（a）在学习上更加努力；（b）



喜欢上学。

3.请考虑两个国家——比如美国与日本——在一个十分引人注目

并有争议的经济峰会上就一个新的贸易合同进行磋商。就可能会影响

到谈判进程的归因过程，特别是基本归因错误进行讨论。例如，思考

一下双方各自的动机，每个国家各自的公众与新闻舆论对此事的理

解，以及谈判者们对自己行为的自我知觉。

4.在哪些条件下与态度相矛盾的行为发生之后会产生态度的改

变？从认知不协调理论的角度，思考一下什么使这些条件变得如此重

要？

5.在你的学校计划一次活动，号召大家为每年一次的献血做贡

献。分析一下抵制献血的原因，克服这些抵制的方法，以及你将推荐

使用的各种认知不协调技术、依从技术和从众技术。

[1]快克（crack）：俚语，一种经过高度化学提纯的可卡因药丸，通过玻璃烟管吸取，很容易使人上

瘾——译者注。



第4章 通过说服改变态度：请相

信我

寻求影响：社会比较过程◆成为影响的对象：说服诉求◆呈现与曝光◆注意◆理解◆

接受：最大的障碍◆通往持久性说服的暂时障碍

在总统大选前的那个礼拜花几分钟看看电视，你就会发现一种惯

用的影响模式：说服性沟通（persuasive communication）。听售货

员向你介绍购买一种热销车型或者一套很酷的立体音响的好处，你会

再次体验到同样的技巧。这个技巧就是说服。说服包括了陈述论据和

事实，推理，做结论和说明所推荐行为方式的积极效果——所有一切

都是为了使受众相信并且按这种行为方式行事。

在第2章中，我们描述了在不改变信念或态度的情况下直接改变行

为的影响方法。在第3章中，我们看到，在某些情况下，作为一种反馈

过程，行为的改变可能导致态度改变或信念改变，或者导致二者同时

改变。相反，说服，作为一种影响方法，首先要改变信念和知识，即

态度系统的认知成分。所呈现的说服性信息旨在改变信念。因为态度

系统内各成分是互相连接的——态度通常是基于信念的——信念的改

变会导致态度的改变。新的态度进而可能指导被说服者的行为。

假设有人想通过说服来改变你关于堕胎的态度——不管你是堕胎

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这个说服者肯定会建构一些这样的信息：接受

关于堕胎的新信念的原因或者质疑与说服者观点相冲突的旧观点的原

因，或者两者同时呈现。她可能关注3个月大的胎儿是否具有生命，并

由此判定堕胎是否违背宗教规则。她还可能提出诸如3个月的胎儿可否

算作一个人等此类信念。或者她可能尝试建立或改变你关于堕胎（或



者不堕胎）对母亲精神和身体健康的影响的信念。需要再一次指出，

如果信念改变，态度也将会随之改变（Ajzen&Fishbein， 1980）。

它听起来如此明白易懂，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当我们提到影响

时大多数人想到的是说服性沟通。事实上，在我们这个高度语言化的

社会中，说服诉求经常是我们影响别人的首选武器。当获知你与一个

亲密朋友的观点不一，你的另一个朋友很可能会建议你与那个朋友就

此进行一次谈话：“他肯定会理解的，我确定。”研究表明，当要求

人们说明自己如何让他人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时，大多数的人会使用

含有说服诉求的策略：提供有逻辑的个人原因，借鉴专家意见等等。

相对于谈判、奉承、恐吓和强迫这些策略，人们更愿意使用说服性沟

通。只有唤起他人的意愿，才是一种更为常用而且被社会接受的使人

服从的方式（Rule&Bisanz， 1987）。据业务经理们报告，他们在影

响自己的下级和上司时，对“理性说服”这一策略的使用要多于任何

其他单一策略（Yukl&Falbe， 1990）。甚至相处了很长时间的情侣们

通常也报告自己在影响另一半时多采用说服性沟通（Falbo&Peplau，

1980）。可以认为，爱的力量也常常取决于正面说服的力量。

对说服性沟通的力量的信奉由来已久。早在2000多年前，亚里士

多德在其著作《修辞学》（Rhetoric）中就曾试图说明说服的原则。

亚里士多德指出了说服诉求的要素，这些要素的重要意义在20世纪的

科学心理学中得到了系统的阐述。亚里士多德雄辩地讨论了“演讲者

的性格”、受众的“心理结构”，以及“演讲本身”如何构成了受众

是否受某一说服性信息影响的决定因素（Petty&Cacioppo， 1981）。

这一“谁对谁说了什么”的三要素理论——现代说服研究的重点——

恰好说明了说服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说服听起来是简单易行的，然

而事实上，要使苏珊·森德（Susan Sender）热情洋溢的演讲改变说

服对象约翰的观点，还取决于很多变量。



当考虑各种不同说服诉求的效力时，我们开始意识到说服的复杂

性。有些演讲非常成功，而有些却彻底失败了。正如我们在第1章所看

到的，马丁·路德·金和罗纳德·里根的演讲拥有巨大的影响力，这

部分取决于这些沟通者懂得如何传递他们的信息。同时，大众媒体对

倡导者的附和也使说服发挥了作用。由“美国公共卫生总署”、“美

国癌症研究会”以及其他健康机构所发布的吸烟有害健康的信息，显

然是很有影响力的（美国公共卫生总署，1983）。在20世纪70年代后

期，军事和外交专家对美苏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SALT II）的

直率批评，至少可以部分地解释公众对该条约的冷淡反应的原因

（Page et al.， 1987）。当然，在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很多这样的情

况，有人通过友好的谈话迫使我们采纳了他的观点，后来我们自己甚

至成为了这一新态度的倡导者。

但是，我们同样会记得说服失败的例子。例如，本书作者很清

楚，他们关于刻苦学习这一美德的演讲，有时并不能激发起某些学生

的学习热情。我们在前一章里看到，陈述理由和论据几乎不能改变儿

童对电视暴力的态度和他们对电视暴力的模仿。最后，在全国性媒体

上，旨在说服性行为活跃者使用安全套从而预防艾滋病病毒的狂轰滥

炸式的电视广播信息只获得了部分成功。尽管这些电视广播信息提供

了充分的、生死攸关的论据，但是很大一部分具有感染艾滋病风险的

人还是没有采纳使用安全套这一明智的方法（Aronson， 1991）。

那么，说服是不是一种随机碰运气的现象呢？不完全是。有一系

列原则决定了什么使得一个说服诉求在某一个特定情境中有效，而在

另一情境中却无效。在这一章中，我们将要讨论这些使沟通成为有效

的社会影响源的原则。

我们将首先探讨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我们主动地

从他人那里寻求说服信息的过程——背后隐藏的原则。然后，我们将



关注那些对我们产生影响的说服信息。虽然有不计其数的信息，但只

有很少一部分能对我们产生影响。我们将看到，说服信息的这种有限

效力的原因在于，成功的说服需要几个“加工阶段”。一般来说，如

果一个信息要改变我们的态度，那么它必须在我们面前曝光，我们能

够注意到它，理解它并且接受它。在本章我们将讨论这四个阶段的必

要条件——“谁、什么以及指向谁”（还有“什么时候”）。在下一

章中，为了继续分析说服所产生的影响，我们将探讨另外两个阶段：

新态度的保持以及该态度向行为的转化。

寻求影响：社会比较过程

人们倾向于认为，说服诉求始于他人并且指向那些并不主动寻求

影响的人们。当然，在大部分情形下确实如此。卫生纸的电视广告和

隔壁邻居对我们装修房子所用颜色的反对意见，往往被看作为一种令

人讨厌的干涉，而非受欢迎的指导。但是，人们有时会寻求他人的说

服信息；有时也会主动地听取他人对某一态度、事物或问题的看法。

回想一下，我们在上一章谈到，归因理论的一个主要假设是：人

们有预测并且控制其所处环境的基本需要，或至少人们相信自己可以

预测并且控制其所处环境。这种需要正是我们试图推断他人行为原因

的根基。在第2章中，我们曾简单地介绍过社会比较理论；这一理论认

为，我们关注自己是否拥有“正确的”态度和信念，或者观点（社会

比较理论学家们认为，观点就是以言语表达的态度和信念），这是以

预测与控制这一基本需要为基础的。正确的观点可以使我们对人和事

物进行准确预测；相反，错误的观点会误导我们，造成惨重损失。确

定我们的观点是否妥当的一种方法是，把自己的观点和他人的观点进

行比较。事实上，鉴于许多重要观点具有主观性，这种社会比较往往

是对观点进行评价的惟一途径。当然，在我们拿他人作比较的时候，



并不能确保其观点和自己观点具有一致性，因此，当我们通过社会比

较来评价自己态度的正确性时，我们的观点就可能被说服诉求所改

变。

我们会和谁进行比较呢？利昂·费斯汀格（1954）在其对社会比

较理论的最初阐述中指出，我们似乎更倾向于和那些与我们相似的人

进行观点的比较。然而，他没有解释清楚什么是所谓的“相似”。事

实上，我们可以认为，一个比较寻找者和一个潜在的比较对象，在以

下两个方面相似：（1）他们在有争议的主题或事物上具有相同的观

点；或者（2）他们在其他方面相似——即在与该主题或事物相关的特

征上相似。这两种相似都会引起社会比较，首先让我们先看看第二种

相似。

相关特征的相似性

假设你认为自己喜欢本地百货商店在最近一个时装秀上展出的时

装。但是你并不完全确定，那么你可以从同样看过那个时装秀的人那

里征询意见。你会选择询问那些生活方式和品味与你相似的人，还是

那些因生活方式和品位的不同而在穿衣风格上与你大相径庭的人呢？

我 们 猜 想 你 会 选 择 前 者 。 从 归 因 理 论 的 角 度 上 来 看

（Goethals&Darley， 1977），这种选择是合理的。如果与你相似的

人赞同你原本没把握的判断，那么你会更加相信你的判断是“正确

的”，因为你和与你有相同时尚感的比较对象都喜欢这些时装。因

此，一定是你的基本时尚感，而不是某种心血来潮或是不相关的环境

因素，比如模特儿漂亮的外貌，引发了你对该时装的积极反应。如果

与你相似的人不赞同你的看法，而且表现出对新款式的厌恶，那么你

也有所收获。通过更为细致的反思，可能你会发现这些时装根本不是

你的风格；它们不能突出你的优点。



考虑一下相反的情景，即你所选择的社会比较对象是与你相异的

人。如果碰巧这个人赞同你对这些时装的最初观点，那么你会得到什

么呢？支持你观点的是否就是正确的时尚感呢？在那个和你有着不同

品位的人的意见背后当然不会是与你相同的时尚感。而如果这个人不

赞同你的观点，你可能认为这种不赞同与你的喜好有关，也可能认为

无关。

研究表明，在主观性的问题上，我们想要知道与我们最相似的人

的看法。在一项研究中，被试被告知，可以把自己对一项未决判断的

观点与其他人做比较，而在这些他人中一部分与被试有着相似的个人

价值观，另一些则是不相同的。超过80％的被试选择了与自己有非常

相似价值观的人进行比较（Goethals&Ebling， 1975）。

这一发现及其背后的社会比较原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观看了

总统大选电视辩论后，我们会非常希望听到那些与我们相似的人——

自己同一政党的代表们或者那些与我们有共同政治信仰的人——的评

论。在这些电视辩论之后，电视网紧接着播放了来自保守党或自由党

发言人的讲话，来自两个主要政党的参议员和众议员，还有实际上被

论战双方所雇用的民意调查者的讲话。有党派倾向的分析家往往要比

中立的专家多得多。同时，在交流室（让记者与参加论战的工作人员

见面的地方），一场奇怪的仪式开始了。竞选负责人甚至还有著名的

政治家们编造关于他们政党的候选人如何“赢得了”辩论及其原因的

故事。这些故事通常给人的印象是不顾事实。例如，当时共和党的

“舆论导向专家们”自信地宣布丹·奎尔（Dan Quayle）赢得了1988

年他与劳埃德·班森（Lloyd Bentsen）的副总统辩论。而事实上，任

何一个稍微公正一点的人都知道，年轻的奎尔给人的印象和他的说服

能力都不如他那经验丰富的对手。（自然，民主党的吹鼓手们在他们

辩论失败以后也说了同样的大话）。然而，记者和公众始终关注舆论



导向专家们所说过的每一句话——即使这些陈述经常是无聊而多余

的。

为什么这些武断的舆论导向专家的陈述会引起如此多的注意呢？

社会比较理论给我们提供了一条合理的线索：许多电视观众和报纸读

者事实上都隶属于同一政党。相似的——那些来自同一阵营的人——

的评论，为“像我这样的人”提供了关于竞选辩论深层含义的洞察性

意见。党派成员的评论提供了人们渴望的信息。这是竞选负责人和舆

论导向专家都熟知的经验，因此他们继续编造故事。

观点的相似性

那些最频繁地在特定问题上寻找相同观点的人，就是那些已经具

有自己观点的人。没错，即使是立场最坚定的人也会寻求社会比较。

他们更感兴趣的是证实自己的观点，而不是评价自己的观点

（Kruglanski&Mayse�less， 1987）。通过与志趣相投者“比较观

点”，忠于某一立场的人可以避免发现支持对立观点的好理由——这

些理由可能和他们坚守的立场相冲突。他们还可以获得一些额外的支

持自己态度的理由——由此来增进他们的自信。



谁赢得了辩论？可否让“舆论导向专家们”来决定？（UPI/Bettmann

Newsphotos）

相异性作为比较的基础

人们是否会和与自己相异的人作比较呢？有两种特殊情形会促使

人们与不同观点者作比较。第一种情形是，当某一观点或多或少是一

个事实（可证实的信念），而不是评价或者偏好（态度）。获悉与你

“心态”不同的人对某一事实跟你有共同的看法，比得知与你“心

态”相似的人与你有一致观点，会给你更多的自信，因为后者是在你

的预期之内的。和相异的人比较可以排除你因思维定势而产生的偏

差。如果一个与你思维方式不一样的人在某件事情上与你的看法一

致，那么你会把信念的原因归结为这一信念的对象，而不是归结为你

的个人偏见（Goethals&Darley， 1977）。当然，这种与你相异的人

的吸引力主要表现在你寻找客观事实的时候（例如，纽约是否比巴黎



更吸引游客）。而对于是否喜好（纽约是否比巴黎更适合度假），我

们倾向于与相似的人作比较，从而获得对我们个人偏好的快速反思性

评价。

当我们担心自己的看法不妥当的时候，我们也会与相异的人进行

社会比较。假如你是一个时装设计师，时装设计是你赖以谋生的手

段。在评价你自己的设计时，不但应向与你有相同时尚感的设计师征

求意见，还应向与你有不同时尚感的设计师征求意见。因为你必须能

够预测哪个设计将会畅销并使你获得同行的尊敬，所以你需要一个更

为广阔的视角。如果出错的话，你将要承受金钱与地位的损失。

一个有趣的研究清楚地说明了动机如何影响我们对社会比较对象

的 选 择 ： 是 选 择 相 似 的 他 人 还 是 相 异 的 他 人

（Kruglanski&Mayseless， 1987）。研究要求被试对两个候选人进行

评定，看哪一个候选人更有资格得到临床心理学研究生的入学许可；

每一个被试都有机会看到另一个被试对两个候选人做出的书面评价。

在一种实验条件下，被试被告知其最初的评价是不可更改的，他们必

须在其他被试面前为自己的评价进行答辩。大部分（74％）被试选择

查看那些与自己选择了相同候选人的被试所做出的解释。在另外一种

条件下，被试被告知可以更改他们的评定，而且他们如果做出了正确

的最终选择，那么他们将得到金钱的奖励。在这种条件下，大多数

（67％）被试决定去了解那些做出不同选择的被试所给出的解释。为

了忠于自己的选择，并且吹捧它的优点，第一组被试需要对自己的选

择予以支持或证实。然而第二组被试则需要做出正确的选择：他们害

怕犯错误，因而被激发去建构“最佳”的观点（Fazio， 1979）。

社会比较是人们寻找信息性影响的过程。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从

广义上说，人们实际上是寻找两类信息，（1）证实性信息，能证明他

们自己观点是正确或者接近正确的信息；（2）评价性信息，能真正指



导人们完善自己主观态度的信息。总的来说，两种信息都可以从与

“相似的人”的社会比较中获得；而与相异的人的比较通常只发生在

评价性需要很强而且可以获得客观事实的时候。

成为影响的对象：说服诉求

事实上，得到关于“正确”态度与信念的建议并不难。现实生活

中有大量的说服诉求，但是，有很多说服诉求是多余的，或者是来自

于一些没有社会比较价值的人。当我们在看电视、收听广播、周日开

车兜风，甚至在工作之余与同事小聚的时候，我们都不可避免地会碰

到这些诉求。仅广告的数量就多得令人惊愕。各种公司每年在报刊杂

志、电视广播和路边广告牌上花费了500亿美元来宣传他们的产品

（McGuire， 1985）。仅就电视而言，平均每个孩子每年会观看20000

个广告（Adler et al.， 1980）。除了商业广告，还有政治和公益广

告，更不用说隐藏在我们所看的喜剧、戏剧和记录片中——其中反映

了作者和制片者的思想——那些更加微妙的沟通信息。最后，甚至在

与朋友、家人和爱人等“闲聊天”时，我们也会使用说服性沟通。情

感和喜好的日常交流是人们言语社交习惯的一部分，大多数人乐在其

中；甚至害羞的人，也渴望与他人交流。

正如我们在第1章对香烟广告的讨论中所看见的那样，媒体中的说

服不仅精明而且常常很成功。许多其他情境中的说服可能也很精明和

有效。成功的广告商、政府官员、公司经理和推销员都能很好地运用

我们这里正在讨论的说服原则。据估计，我们每天接触的说服信息可

能多达1500条（Schultz， 1982）。有许多这类信息甚至都没有进入

到我们的意识，例如，当我们心不在焉地浏览报纸、急匆匆地经过路

边的广告牌、在电视广告间隙煮杯咖啡的时候。但是，即使只有100条

左右的信息“进入到”我们的视野，那也够多了。如果每条信息都对



我们产生一些影响，那么我们的信念就会不停地改变，就会被任何试

图吸引我们注意的信息拖来拽去。我们也可能会不知所措，态度变得

麻木，在任何时候都不知道该相信什么或者怀疑什么。我们马上就会

发现这种优柔寡断会束缚我们的行为。

当然，这些可怕的后果极少发生。但是，为什么会极少发生呢？

为什么我们没有被充斥于我们身边的、纷纷扰扰的试图吸引我们注意

的说服所征服呢？既然我们有能力去抵御大多数的潜在说服信息，那

么要穿透这种抵抗——“深入到你的灵魂”并使你以不同的方式来思

考和感受你的世界——必须具备什么要素呢？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得首先指出，作为理性动物，我们从

来不会对沟通全然放弃防御。既然很多态度都是建立在知识的基础

上，那么说服就可以通过反驳来抵抗。（“嘿，我不能接受你的论

点，候选人先生。尽管你有统计数据，但你那个关于降低联邦赤字的

计划是行不通的。原因是……”）。但是反驳只是针对说服的一种防

御。信息要有说服力——能改变态度，进而能改变行为——就必须穿

透几个层次的主动和被动的防御。因此，有效的说服过程是有许多阶

段的，改变人的思想的说服诀窍就是在每个阶段中加入必要的“佐

料”。让我们开始讨论这一诀窍吧。

说服过程的阶段

对说服所涉及的一系列阶段或过程进行系统分析，始于耶鲁大学

的社会心理学家卡尔·霍夫兰（Carl Hovland），他于20世纪50年代

创立了一个庞大的“耶鲁沟通研究项目”，并取得丰硕的成果

（Hovland et al.，1949；1953；1957）。霍夫兰用学习理论观点来

解释说服，他坚信，如果一条信息的论据促使受众相信：采纳该信息

的立场将会获得强化，那么这一信息就能够成功地改变受众的态度。



信息中的论据可以详述：为什么所提倡的观点是正确的；采纳这一立

场为什么会带来好处，比如，得到重要人物的认可。

然而，这些论据只有在被人们习得之后才能影响信念。而习得，

需要受众注意到信息，进而理解这一信息，懂得信息所倡导的新信

念。然后，如果这个信息含有令人信服的论据，那么对其结论的接受

和态度的改变都将随之而来。当然，在下一步中，需要有与改变了的

态度相联系的行为。因此，还需要有一个新态度的保持过程，直到新

的行为成为可能。这样，耶鲁研究项目确定了说服的3个心理阶段，以

及态度改变引发未来行为，这是第4个阶段。

最初和最后的阶段

后继研究还提出了另外的两个阶段，一个阶段在说服过程的开

始，另一个阶段在说服过程的最后（McGuire， 1968；Sherman，

1987）。前一个阶段是曝光（exposure）。除非将信息呈现给人们，

否则人们无法注意到信息。例如，广告商发布了信息，但是他们并不

能保证人们——或者“那些人”——看见或者听见（接收到）这一广

告。这就是为什么电视收视率这么重要的原因。看电视节目的人越

多，那么可能看到广告的人也越多。在说服这一链条的最后，仅仅是

态度的保持并不能保证态度改变会引发行为改变。正如我们已经看到

的那样，即时的情境可以抑制个体真实情感的表达。最后一个阶段，

态度向行为的转变，还需要所谓的情境支持，以保证态度—一致性行

为得以表达。

概括地说，要使说服性信息对行为产生影响，必须经历6个心理阶

段。其中每个阶段都是不确定的，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因此，虽

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每天都会有无数的企图，但是真正起作用的

说服却很少，你不必对此感到惊讶。要让某一信息改变我们的行为，



我们必须：接收到信息；注意到它；至少对它有一些理解；接受它的

结论；长时间地保持新的态度（即使信息不再被重述）；在某个情境

中提醒并鼓励自己让新的态度来指导我们的行为（见图4.1）。

在本章的以下部分，我们将介绍在态度改变中非常重要的四个起

始阶段。我们将详细了解促进或阻碍每个阶段的多种心理和环境因

素。在第5章中，我们将讨论由新近习得信念引发新行为的过程中最后

两个必不可少的阶段。

图4.1

呈现与曝光

与众所周知的忠告相悖，忙碌的人极少花时间来“享受生活”。

他们当然也不会经常停下来阅读信息。但是如果你在一整天，或者一

个月里，去注意尽可能多的信息（至少有关于社会、政治、宗教信仰

以及生活方式的信息），你会发现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在关于这些

问题的所有可能观点中，你能接触到的信息所包含的观点是相当狭隘

的，并且很少有信息提供与你自己观点不一致的观点。换句话说，你



通常已经认同了你所接触到的信息。虽然高度不一致的信息可能潜伏

在某个地方，例如在闲谈中，但这类信息很少对我们产生影响。你还

记得你什么时候最后一次听到人们谈论以下事情吗：只要学生一到青

春期就应该鼓励他们体验各种性行为；或者，大学生们应该不断地挑

战所有的权威，尤其是他们的父母、老师和罗马教皇？

我们通常只接收已被我们认同的观点，这一倾向被称为选择性曝

光（selective exposure）。选择性曝光主要与内置于我们生活结构

和社会结构中的过滤系统有关。此外，在个别情况下，因为与态度矛

盾的信息会造成认知不协调，所以我们会有意回避那些我们不愿意了

解的信息（Sweeney&Gruber， 1984）。

观念的过滤

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生活方式本身就导致了选择性曝光。我

们在成长过程中形成的态度、价值观、兴趣和个人哲学与我们的生活

方式有很大关系。对文学和书籍的兴趣可能会使一个人在大学中主修

英语，并且在出版行业中谋求职位，例如，当图书编辑。这个人在工

作中结交朋友和同事，而且他们很可能有同样的兴趣和观点。毕竟，

他们有足够的相似性才会选择了同样的工作领域。

更为普遍的是，我们对朋友乃至伴侣的选择都是基于态度的相似

性。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相对于相异的人，我们更喜欢相似的

人（Byrne， 1971）。我们买房的时候也是倾向于和与我们相似的人

——那些和我们社会经济地位接近的、有相同背景和经历的人——做

邻居。这说明我们倾向于居住在相当同质的环境中。那些与我们交往

的人通常在一些我们认为很重要的事情上和我们有相同看法。我们在

接收信息时出现的这种片面性不仅仅局限于配偶、邻居和同事。如果

我们是自由主义者，那么我们可能会订阅博雅教育杂志，听自由主义



政客的演说，加入自由主义者组织的通讯网络。右翼组织的信息，甚

至一般的保守主义信息，很少进入到我们的头脑和家庭生活。我们加

入的俱乐部也不会是保守派的，同样，我们也不会邀请保守派的市长

候选人在我们协会的年度宴会上发表演讲。

审查制度——温和的方式。政府与媒体同样会把与我们的观点非

常矛盾的信息隔离出去。一般来说，西方民主主义崇尚言论与出版自

由。即使如此，他们还是有军事和外事机密——“分级信息”——也

会努力去贬低和忽视各种被认为与西方价值观不一致的文化态度。对

媒体来说，不会将所有可得到的故事、演说和事件出版或广播。新闻

记者和执行官员总是挑选报道的内容与角度。作为在西方社会中成功

地社会化的人，他们会挑选那些对西方观众（像他们自己和我们自

己）有意义的素材。因此，虽然西方媒体呈现着多元观点，但是报道

还是倾向于各种西方的、资本主义的、实利主义的、民主主义的和犹

太教-基督教的观念，这些观念均与白种人受众有关。如果杜尼斯伯里

（Doonesbury）的漫画对某些宗教机构的讽刺“太过火”，或者对一

个悲剧性场面的描述涉及过多的个人隐私，读者就会向主编写信抱怨

了。

审查制度——严厉的方式。当我们考虑到审查制度在像纳粹时期

德国这样的极权主义国家的作用时，信息接收在态度改变过程中的重

要性就显得尤其明显了。

然后是另一个对信息接收的限制。人们知道，历史上，极权主义

政府喜欢歪曲事件和纂改历史，以使其符合自己的观点。比较典型的

例子是乔治·奥威尔在其预言性小说《1984》中的描述：

现实不是在外在的。它存在于人类的心灵内部，而不是任何其他地方。现实并不存在

于个人的心灵中，个人心灵会犯错误，而且很容易消亡；现实只有存在于政党的精神中，它

是集体的且不朽的。政党的一切都是真理。只有通过政党的眼光才能发现事实。（George

Orwell《1984》）



媒体观点的管理

新闻以及什么是重要的。让我们回到西方，回到对媒体进行较为

温和而非极权主义限制的国度。通过决定呈现哪些内容，那些控制了

大众媒体的人不仅决定了呈现给公众的观点范围，而且也设定了人们

形成自己观点时所使用的标准。让我们看一下政治心理学家们的研究

（Iyengar et al.，1984）。他们给耶鲁大学的本科生观看了一些

1979年和1980年播出的电视晚间新闻的录像带。每名被试观看了约40

分钟，录像带的内容中包括了很多当时的重大事件和一些时事问题。

研究者把被试分为两组，让他们分别面对有关当时的事件的两种不同

的报道。能源卷入组观看的录像带中是6个关于当时造成了广泛影响的

能源危机的报道。这些报道包括石油的储备、有关阿拉伯国家石油部

长决定石油价格的会议的最新资料、煤炭工业崛起的新闻报道；随

后，让他们观看吉米·卡特总统阐述其能源计划的演讲录像。第二

组，即能源未卷入组观看的新闻录像中没有任何关于能源危机的报

道。然后，让两组被试评判卡特作为一个总统在各方面的政绩，包括

在能源方面的政绩和他作为总统的总体政绩。

两组被试对卡特的评价是否有区别呢？答案是肯定的，但是评价

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他们对卡特在处理石油危机的评判方面上。第一组

被试，在判断卡特的总体政绩时，非常倚重他们对卡特在处理能源危

机方面的表现的看法。如果他们觉得这个危机处理得好，那么他们会

对他有相对积极的评价；如果他们觉得他处理得很拙劣，他们会给出

一个更消极的总体评价。这一关系在第二组中并不明显。在影响他们

评价卡特总体政绩的所有观点中，其对能源危机问题的处理水平并没

有被赋予太高的权重。

这一发现在采用其他主题（以通货膨胀或国家防御问题来替代能

源危机）和非学生被试（康涅狄格州新港市的居民）的相关研究中得



到证实。似乎新闻播音员对某一问题的大量播报使这一问题在观众头

脑中具有很高的可及性。在评价总统的“总体政绩”时，所接收的信

息使观众们更加注重某一个特殊的问题领域，也控制着我们应关注怎

样的问题。你最后一次想到埃塞俄比亚的饥饿儿童并向非洲饥饿基金

会捐款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可能并不是几年前电视大量报道了那些遭

受了旱灾的难民的时候，那时这还只是新闻。

设置议程。思考一下这意味着什么。在一定程度上，选民对总统

的评价并不都是均衡地以他所有的成功与失败为基准。相反地，总统

在那些新闻记者认为重要的领域中的政绩，对选民的评判起着非常重

要的作用。媒体可能对公众的评价不会有太大的直接影响；但媒体通

过设定评价的清单而发挥间接作用（Becker et al.， 1975）。当本

书作者之一参观位于纽约洛克菲勒中心的国家广播公司新闻中心的时

候，他问充当自己向导的一名电视制片人：“这是否就是国家广播公

司晚间新闻节目报道新闻的地方？”他言简意赅地回答道：“这是我

们制造新闻的地方；我们并不仅仅报道新闻”。

教育还是隐性宣传？在人们价值观和态度的塑造中，教育系统起

着什么作用呢？这里，我们试图在宣传和教育之间进行明确区分。传

统上，宣传被定义为一种通过特殊的说服技巧来影响公众舆论和公众

行为的企图。历史上最具破坏力的宣传机器之一出现在纳粹德国。约

瑟夫·戈培尔，希特勒的宣传部长，策划制造了一系列的政治漫画、

社论、谣言、种族和基因谬论，以及使德国人接受战争和憎恨犹太人

的其他诡计。

与宣传不同，教育试图通过信息、证据、事实和逻辑推理来改变

态度和行为。在理想的情况下，教育者教给学生的不是去思考什么，

而仅仅是怎么去思考。从这一点来说，宣传者不同于教育者的地方在



于，他们为了让人们接受某一种特定的观点——他们自己的观点——

而有目的地试图改变人们的注意、思想和情感。

但是，在教育中是否有隐藏的、难以觉察的偏见或者教化，从而

模糊了教育与宣传之间显而易见的区别呢？想一想黑人群体的这些抱

怨：所有地区的教材都省略了有关黑人的历史、文化，甚至存在的事

实，而只剩下他们的奴隶史和原始本土风俗。这种省略极有可能导致

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的儿童认为，他们自己的种族是没有意义的，而

他们作为这个种族的其中一员也会有相同的命运。同样的情况可以类

推至拉丁美洲人、印第安人和亚裔美国人。如果轻视少数族裔的贡献

并不是我们教育的意图，那么这些不经意的错误就应该尽快得到纠

正。

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例子。是勇敢、智慧和对自由的渴望让美国赢

得独立战争？还是英国人由于太关注与主要对手法国人的作战而失掉

这片殖民地？底特律的年轻人听到的是第一种说法，而仅仅几英里外

安大略的温莎市学生，听到的就是和第二个版本非常相似的加拿大

版。哪一个是正确的呢？有一点是明确的：任何国家的教育系统都会

控制和限定被教育者的价值观和对现实的理解。



在任何一本美国社会研究教科书中，我们可能都可以发现这类鼓舞革命爱国精神的

图片。教育几乎总是伴随着一种文化宣传。

（资料来源：Courtesy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注意

如果说有一个词、一个概念或者一个过程能够决定广告商的生死

的话，那么就它就只能是“注意”了。吸引注意、得到注意、保持注

意、延长注意、改变注意、管理注意——你就至少到了一垒。没有了

它，你就出局了。在现实中，大量的信息会穿越各种障碍而呈现于我

们面前，虽然只有很少的信息是令人不愉快的。但是即使我们暴露在

信息之中，也可能不会注意到信息的内容。获得注意是决定性的，但

也是困难的。广告商使商业广告在电视中的播放次数多于电视节目本

身，目的就在于使其广告凸显出来并且不可能不被注意到。性感的女

人和男人会出现在广告所要兜售的商品旁边，因为广告商知道性感的



形象能吸引注意，并且在人类进化初始时就已如此——不然软体动物

以及非人类的动物早就已在伊帕内马海滩上展现它们的“性感”了。

一种主要的营利方式是销售“空间和时间”。这包括在适宜的杂

志、报纸、广告牌、电视节目的间隙插入广告，通过形成地域性的偏

好，让最大数目的潜在消费者改变他们日常的消费行为，并诱使其注

意到更多的广告商品。在一本名为《定位：心灵的战斗》的书中，一

家大型广告公司的领导人告诉我们“在信息的密林中，获得巨大成功

的惟一方法是有选择性地把注意力集中在有限的目标上，学会分割市

场。总之，一个词——‘定位’。”（Reis&Trout， 1986， p.6）。

分割市场就是确定你的产品和服务最能满足什么人的特殊需要和特

质。然后你把所有或者大多数的广告和营销预算投入到针对这些人的

广告中。回忆一下在第1章中提到的，雷诺兹向居住在市区中心的黑人

群体销售薄荷味香烟的例子。该公司的市场研究表明，绝大多数“对

象群体”更喜欢薄荷口味的雪茄，而广告可以满足这一类消费者对极

具吸引力的复杂的“非城区中心”生活方式的诉求。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很少注意商业广告，也很少注意各种公益和

政治广告。毕竟，根据认知心理学的许多研究结果，注意是一种有限

加工的心理功能（Kahneman， 1973）。在没有接受特殊的注意分配训

练的情况下，同一时间内我们只能专注于一件事情（Spelke et al.，

1976）。媒体信息面临着抢夺我们注意力的激烈竞争。我们看电视

时，经常会在插播广告的时候和家人朋友讨论电视情节或者比赛的得

分情况。有时我们还打电话、做家务活、做白日梦或者性幻想。按钮

和遥控器使换台和调频变得非常容易。研究者拍摄了居民在起居室中

观看电视的情况（当然，经过居民的认可），从而证实了人们在看电

视的时候会把注意力分配到许多其他的活动上（Comstock et al.，

1978）。看了那么多电视节目，但是真正看进去和听进去的却很少。

这就是电视广告和政治宣传在影响人们的态度和行为时，用一个研究



者的话来说，其效果“远远小于所耗资源”的原因之一（McGuire，

1985）。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社会，广告商每年花费在每个美国人身上

的广告费将近400美元，而在其他国家，广告花费则相对要少得多，平

均还不到20美元。如果你的公司计划耗费100万美元用于广告，那么你

在未来1年中平均花费在每名消费者身上的广告费将不到0.5美分。因

此，为了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吸引并保持消费者的注意，让他们

——或我们——为此购买一项产品或者服务，100万美元只是一个微不

足道的数目。媒体执行专员们知道人类心理如何运作的基本事实。他

们清楚，“心理，作为一个对现今信息的防御系统，扫描并拒绝了所

接触到的绝大部分信息”（Reis&Trout， 1986， p.6）。但是广告投

资者仍然指望着小概率后面的巨大数字的威力——即使4千万人中只有

5％的受众受到这一信息的影响，那也有200万人！

屏蔽

认知不协调理论预测了选择性注意（selective attention）——

对支持自己现有观点信息的注意高于对相悖于自己观点信息的注意的

一种倾向。相矛盾的信息造成了内部不一致性——认知不协调所带来

的不适感。通过思考我们所选择立场的积极方面和我们所拒绝观点的

消极方面，我们可以消除认知不协调：增加了协调认知与不协调认知

的比率。没有什么能比得上一个陈旧但却是有益的支持性信息能更好

地实现认知的协调性。在这一理论框架下，考虑一下这种情况，乔

治，一个在政治上固执己见的中学教师，一边独自匆忙地享用早餐一

边阅读《今日美国》的社论版。该报纸有几则社论，其标题就表明了

各自的立场。信息就在面前，通过扫描文章的题目和《今日美国》用

以标明正反两方立场的明显标记，乔治获取了每篇社论的要点；因

此，乔治既接触到自己赞同的信息，也接触自己不赞同的信息。但



是，在短暂的早餐时间内，乔治注意或阅读立场相反的两类社论的概

率是一样的吗？

研究表明，乔治会去注意那些最可能支持自己观点的社论

（Frey，1986）。在一个以德国高中学生为被试的研究中，被试被告

知，他们正在参与一项决策技能测试；测试的任务是，对关于是否与

一个虚拟商店经理续签聘用合同的信息进行评价（Frey&Rosch，

1984）。被试在做出最终决策之后，被告知他们有机会可以对那个经

理作进一步了解。随后，向他们呈现了对这个经理的10段描述的标

题，并告诉被试，这些描述是由非常了解这个经理的人所给出的。其

中，有5个标题清楚地显示其描述的内容支持被试的决策，而另外5个

标题则显示其中的描述不支持被试的决策。然后，让被试从目录中选

出他们想要阅读的标题。在图4.2中，我们可以看出，被试对支持性标

题的选择率比对非支持性标题的选择率要高上近一倍。这个例子显然

说明了对信息存在注意偏好——只要信息和他们已有信念相符。

这种选择性注意并不局限于对假想之人的判断。另一项研究发

现，当要求大学生撰写关于联邦堕胎基金的短文或者核能利用的短文

时，他们倾向于参考那些题目本身就表明了支持自己观点的杂志文章

作为支持材料（McPherson， 1983）。

当然，聪明的人不会让自己的注意总是倾向于支持性信息。仅仅

注意支持性信息可能是一种愚蠢的表现，因为新的信息可能证明旧的

信念是错误的。所以，我们能理解为什么新异的信息无论它们是否支

持个体的已有信念，都可能吸引到同样多的注意。对“新观点”的注

意发生在两种条件下：当选择的正确性十分重要时；当个体不必死守

某一立场时（Frey，1986）。例如，在以德国学生为被试的研究中，

当学生们得知在阅读完描述后他们可以更改决定，并且呈现的描述完



全是新信息的时候，学生对支持性信息与非支持性信息的选择数量相

近（见图4.2）。

图4.2　决策以后，注意是选择性的

就一项案例做出决策以后，被试有机会能够阅读一些与该案例相关的额外描述。当

被试被告知他们的决策无法改变时，他们首先选择了阅读那些标题显示支持他们先

前决策的描述。当决策可以更改时，并没有发生对于支持性信息的选择性注意。

（资料来源：Frey&Rosch， 1984.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Sage

Publications， Inc.）

广告商和社论作者可能会受到这些新发现的鼓舞。它意味着潜在

的不一致信息仍然能够引起注意，被观众屏蔽之前它们能说明两件事



情：（1）它们包含有用的新信息（“新的研究表明……”）；（2）

在态度上做出一些改变既是值得的也是容易的（“现在以优惠价购买

我们新款式还为时不晚，我们还会再出大价钱回收您的旧款式哦）。

接受和屏蔽

那些被各种信息所吸引的受众（成人，尤其是儿童）——他们必

须承受铺天盖地的信息——能够使用选择性注意吗？一项设计精巧的

研究证明他们可以（Kleinhesselink&Edwards， 1975）。给大学生听

一段支持大麻合法化的录音。该录音包含14个论点，其中7个论点有根

有据，很难被驳斥；而另外7个则是荒谬的，很容易驳斥。信息通过耳

机向被试呈现；在呈现时伴随着持续性的噪音，使得被试很难听清楚

这些论点。实验者为此而感到抱歉并表示关切，解释说那些干扰是音

响器材的问题，不过他们设计出了一种按钮，被试只要按按钮就能消

除5秒钟的噪音。被试可以随意按按钮，只要他们愿意。事实上，噪音

是实验者故意安排的，而按压按钮的频率正是研究者感兴趣的。研究

者推论，被试越经常按压按钮来消除噪音，那么他就越愿意“接受”

——他很专注。



爸爸知道，获得注意和“同情性”认知反应能够增加沟通的效果

（资料来源：�King Features Syndicate， Inc.， 1977.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按压按钮的系统性变化很有启迪意义。那些支持大麻合法化的被

试——和所提供的信息有相同立场——在聆听关于合法化的强有力论

点时按按钮的次数比聆听那些毫无根据的论点时要多。他们对最支持



其观点的论点听得最仔细。而那些反对该立场的人的反应则相反。他

们在听到那些容易被驳斥的关于合法化的论点时按键更为频繁。作为

大麻合法化的反对者，那些对于合法化来说是站不住脚的理由却刚好

支持了他们的信念。关于当时大学中的这一重要问题，双方都尽力对

那些最能支持自己已有信念的论点给予更多的注意。

受众的绝对注意是难以保持的，特别是当受众反对这个信息观点

的时候。那么，这个问题能够被解决吗？一种解决方法是，不断地提

醒受众“里面有些东西是为你而准备的”——不一致信息是有用且新

异的，如果仔细思考，它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荒谬。一些广告策划者

告诫他们的同僚，广告的影响力是强大的，在进行说服性推销时，广

告就像“薄雾”一样，可以暂时蒙住消费者。

理解

没有理解的注意就像吃到嘴里的棉花糖一样。你虽然看见它了，

但它却是空洞的，没有任何持续性价值。所以，我们必须至少了解信

息的结论。从耶鲁学派的研究观点来看，理解其中的论据同样也非常

重要，因为论据清楚地揭示了所倡导的观点与接受这一观点的益处之

间的联系。研究证明了理解的重要性。研究者比较了一条信息在清晰

呈现时和在干扰理解的强烈背景噪音中呈现时所产生的不同影响。同

时他们也比较了直接给出论据和以一种复杂的、难以理解的方式给出

论据二者间的区别。研究发现，当理解被削弱时，态度改变也减少了

（Eagly， 1974）。

这一结论与传递特定信息时媒介的选择有关。是口头言语还是书

面文字形式的说服更为有效呢？广告商在决定是以电视广告还是以报

纸杂志广告为其宣传的主要媒体时，就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不少人在



遭遇爱情的时候也会有同样的烦恼：是采用情书还是电话告白的形

式？或者干脆在个人栏目中做一个约会广告？

信息的复杂程度是决定采用印刷还是广播电视媒体的一个要素。

让我们看看下面这个实验（Chaiken&Eagly， 1976）：在大学生读完

一个法庭辩论的背景资料后，给他们呈现一个支持辩论某一方的“法

律系学生的案例讨论”。讨论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容易理解的通俗英

语版，一个是内容相同但难以理解的“法律术语”版。此外，以文字

形式向一部分学生分别呈现通俗英语版或“法律术语”版，而以录音

或录像形式向另一部分学生分别呈现这两个版本。在信息呈现以后，

要求学生陈述他们对该事件的看法，并且参加一个关于信息理解的测

试。

正如研究者所预期，不管呈现方式如何，简单信息都能被很好地

理解。而我们最感兴趣的是对困难信息的理解。以视听形式呈现时，

对困难信息的理解有所下降，而在以书面形式呈现时则没有。这是因

为，以书面方式呈现时，我们可以通过复读和暂停来帮助我们理解，

所以能读懂法律术语。相反，在以视听形式呈现时，即使受众没有听

懂演讲者所说的内容，演讲还会继续。事实上，导致视听呈现失去受

众的因素很多。“听”信息的学生不仅无法完全理解困难的信息，而

且相对于“读”的被试，他们更难于被信息动摇。有限的理解造成了

有限的说服效果。因此，清晰明白是一个有说服力的信息所必备的品

质。但是，如果因某种原因信息必须是复杂的，那么用书面方式来呈

现可能最具说服性。受众需要足够的时间来阅读它，同时还要有足够

的理解能力来准确地理解它，当然还要愿意花费时间和精力。

说服者必须考虑的另一维度是，信息应是理性的还是情绪性的，

是能够发人深思的还是扣人心弦的？新近一篇论述广告信息策略的文

章建议，当论点中的信息是重要的，并且受众对其不熟悉的时候，应



该强调对理性论点的理解（Rothschild， 1987）。当信息的重要性比

较低，熟悉性比较高，并且信息将经常被重复的时候，动之以情会更

有说服力。有证据表明，电视能传递情绪性诉求，而印刷媒体适合理

性的论点。情绪性的形象需要电视提供的图像、声音和动作，而理性

的论点则强调对论点呈现节奏的控制。总之，电视动之以情，而印刷

媒体则晓之以理。

接受：最大的障碍

获得理解是好的，但还不是得意的时候。对于所期望的态度改

变，你只是完成了一部分。当受众的理解达到一定程度后，对信息论

点的更多理解不一定会带来更大的态度改变。例如，研究表明，当受

众学习或者复述已经理解的论点时，说服性影响并不会增加

（Greenwald， 1968）。仔细想想，确实是这么一回事。人们并不会

仅仅因为理解而被动地接受他们所接触到的每个词和形象。相反，人

们有一种有趣的间断性思考的习惯。

这一节将考察，当人们仔细思考和不怎么仔细思考一个问题时，

他们在态度改变上会有什么差别，以及什么因素决定了他们是否进行

深入思考。思考的数量和质量对信息的接受——态度改变的出发点

——都是至关重要的。

认知反应：有意义的思考

根据说服的认知反应观点，在人们接收信息的时候，思考是关

键。正如安东尼·格林沃尔德（Anthony Greenwald， 1968）所总结

的那样，这一观点认为，我们通过把说服性信息与我们对有关问题的

已有态度、知识和情感相联系从而对说服性信息做出反应。在这个过



程中，我们形成了对说服性信息的思想或者“认知反应”，这种思想

或“认知反应”既可能与该信息所倡导的观点相一致，也可能不一

致。重要的是该认知反应中所包含的评价的性质（“嘿，那太好

了！”“啊，那太愚蠢了”）。当信息所引发的认知反应与信息所倡

导的观点相一致时，我们就会改变我们的态度以符合信息的立场。但

是如果认知反应支持“另一方”——信息所引发的认知反应与信息所

倡导的观点相悖——那么我们的态度将保持不变，甚至“反弹”，即

背离信息所倡导的观点。

高质量的信息。对想要成为说服者的人来说，对信息的接受更多

地依赖于信息所引起的认知反应而不是信息的内容这一观点，无疑大

大地增加了说服的复杂性。首先，信息质量——信息中论据的有效

性、强度和吸引力——是极其重要的。论据需要经受住与受众已有知

识的严格比较的审查，需要把其倡导的立场与受众已有态度联系起

来。一般来说，那些看起来有道理、重要的、对所涉及问题有新见解

的论据是强有力的（Morley，1987）。那些满足了这些“质量”标准

的论据信息要比那些不合情理或不合逻辑的信息更具有说服力

（Leippe&Elkin， 1987；Petty&Cacioppo，1984）。好论据越多越

好，因为每一个新论据都能激发赞同的认知反应，而这些认知反应进

一步促进了受众对信息的赞同（Calder et al.， 1974）。

了解你的受众。认知反应观点也使说服者的生活变得复杂起来，

因为它意味着，为了获得接受，说服者必须了解受众的先前知识和已

有态度。请记住，我们对信息的认知反应取决于我们已经知道的、记

住的、相信的或者感觉到的信息主题。在第1章中我们曾提到，马丁·

路德·金作为一个沟通大师的魅力部分在于他对自己受众的了解。他

对他的宗教信徒们说他们熟悉的宗教语言；对美国中产阶级，则用爱

国精神和“对自由的热爱”来感染他们，并引用黑人和白人所共同敬

仰的英雄和领袖的名言和事迹。



同样，如果缺乏灵感和创意，广告设计者们也需要了解受众。他

们在广告中融入能满足观众要求的内容，着力为各类受众量身定做广

告信息。比如，X牌啤酒在星期天下午的广告，就具备那些典型的“终

日闲散在家里”的男性球迷所期望的所有特质。然而，在周五晚上的

黄金时间播放时，它却会清楚地告诉观众X牌啤酒是舞池里单身人士的

最佳选择。

相对于那些不是很有主见的人，那些一开始就反对某个信息所持

立场的人对该信息会有更多的消极认知，因此也更有可能会抵制说

服，尤其是在他们了解到信息主题后更是如此。知识是我们有能力反

驳信息观点的一大法宝。

一个研究者检验了这个假设（Wood， 1982）。在实验的第一阶

段，研究者了解到大学生被试几乎都支持环境保护。但是，让这些支

持环境保护的学生列出他们关于环境保护的观念以及做过的行为后，

研究者发现被试可以分成两种类型：（1）具有丰富的环境保护知识，

同时也可以列举大量关于环境保护的个人行为和信念；（2）具有比较

少的相关知识、信念和经历。在一周或者两周后的第二个阶段，让两

组被试同时阅读一则反对环境保护的资料。正如认知反应模型所预

期，两组被试对该信息表现出非常不同的反应。知识少的那组被试因

受到信息影响而倾向于中立立场。相反，知识丰富组的被试却坚持他

们的立场，几乎没有动摇他们支持环境保护的立场。而且，他们通过

有力的反驳来抵制影响，运用他们的相关知识来质疑信息。

这一现象——态度明确的人对外界影响的抵抗更强——可能让你

回忆起我们在第3章中曾评论过的研究。与其他人相比，态度明确而坚

定的人更不可能从他们的情境诱发行为中推断出新的态度。事实上，

总体原则是相同的：如果你清楚自己的感受及其原因，那么外界的压

力很难改变你的信念和情感。在说服中，储存在你记忆中的相关知识



和经验受到信息的触发，如果信息包含的立场刚好和你的态度相反，

这些知识就会促使你产生抵制信息的认知反应。

但是，是否基于经验的强烈态度总是会导致对说服的抵抗呢？是

否这些顽固的态度一旦形成就没法改变了呢？认知反应理论的一个有

趣的预言是，相对于经验较少的人，那些对态度客体有更多直接经验

的人会更容易受到一类特定信息的影响，即与其观点相一致但却更为

极端的信息（“我同意你的看法，但是你了解得不够深入；照我看

来……”）。研究证实了这种观点（Wu&Shaffer， 1987）。为什么会

这样呢？因为对与特定态度一致的新信息进行思考的认知过程，唤起

了记忆中大量的相应信念和经验，从而导致人们形成了大量的认知反

应来支持这些信息。这些认知反应进而为认可更为极端的态度提供了

基础。

更好地了解你的受众。说服者在考虑信息接收者的先前知识时还

应该考虑另外一个问题。每个受众所擅长的知识领域各不相同，同时

他们都有自己建构和解释世界的方式。例如，他是一个忠实的宗教信

徒，她用商业的目光来看待每个问题，而那个人则想成为一个律师。

这更应证了那条古老的警句，即说服者应该“通过使受众产生共鸣来

说服受众”。

一项研究根据被试的自我描述，把他们区分为“尊重法律”和

“信奉宗教”两种类型。在听到一则从遵守法律的角度谈论支持堕胎

的信息时，“尊重法律”者比“信奉宗教”者更倾向于把这一信息评

定为具有说服性。但是，如果这一信息采用的是宗教角度，效果则刚

好相反（Cacioppo et al.， 1982）。因此，在确定你的说服偏向之

前，一定要很好地了解你的受众。许多企业雇用专门的研究机构对它

们的潜在客户进行价值观评定，根据价值观把这些顾客分为不同类

型。他们一方面可能是热爱自然的生态保护主义型的客户，另一方面



也可能是职业导向、爱好美食、追求名利型的客户。另外，他们还通

过“焦点小组”——把说服对象中有代表性的一组人放在一起，让他

们进行热烈的讨论——来更好地了解受众。焦点小组中的人们被鼓励

和大家分享自己对某产品或服务及其竞争力的感受和观点。通过这种

方法，公司的市场部或者广告部获得了他们销售对象所经常使用的意

象、语言、比喻、论据和辩论方式等第一手资料。

接受的捷径：使用直觉而不是系统分析

从受众角度建构的强有力信息对受众更具有说服力，尤其是当受

众没有丰富的知识来驳斥这一信息时。的确，这些都是构成说服的适

宜成分——前提是受众能系统地分析这一信息。但这个前提是很难实

现的。如前所述，认知反应观点意味着我们考虑到了信息中的个人观

点，或者说我们在心理上对它进行了“仔细推敲”，并将其与我们记

忆中的知识、观点相联系。我们经常把这些活动合起来称为系统的信

息分析或信息加工。实际上，有时我们会进行系统的分析或加工，但

也许更多的时候我们并不这样做。在日常生活中，每天有太多这样或

那样的信息，比如说该喜欢谁、喜欢什么东西，买什么东西，什么该

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时候应该说“不”，什么时候该说“是”等等。

我们不能把它们全部阻挡在说服的第二个阶段——不去注意——因为

其中很多信息对我们是有价值的。但是谁有时间去仔细分析所有这些

信息呢？毕竟，我们每天都有很多工作，有很多像这本书这样的教科

书要去阅读和记忆。

我们能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我们在第2章中也曾遇到过：太多的

信息需要去仔细思考。对此，心理学的解决方案也是一样的。第2章中

介绍了直觉判断。随着我们的成长，我们获得了一些简单的经验，例

如，服从权威和回报他人；并且，我们会让这些看上去适当的规则在

某些情境下引导我们的行为。经验使我们懂得了说服中的直觉，比如



说“公认专家的观点是可以相信的”，“大多数人都相信的事情是对

的”和“信息越长，就越有可能正确”。研究说服的专家发现，在接

受阶段，直觉的使用可以补充甚至取代我们一直在描述的系统化加工

（ Chaiken ，  1987；Chaiken et al. ， 1989；Petty&Cacioppo ，

1986）。

直觉是这样起作用的：你听到或者看到一条能引导你就某一主题

形成正确态度的信息。你用足够的注意去了解该信息的要点，但是因

为心中还有其他事情，你并没有详细考察它的内容。相反，你注意到

这一信息源于一个相关领域内的著名专家。可能无意识地，你就运用

了“专家是可信赖的”这个直觉，接受了该信息的结论，并相应地改

变了态度。所有这些都是在没有系统信息分析的情况下发生的。

因此，说服的直觉“路径”涉及经验的运用，经常基于显著线索

——比如信息源的权威性——它不需要探究信息的内容就已经很明显

了。因为这个原因，一些引起直觉的线索被称为外周线索

（peripheral cues）；对于信息的内容来说，它们是外在的或者是非

本质的（Petty&Cacioppo，1986）。外周线索有别于信息的核心层面

（central message aspect），例如信息质量，这些只有在我们进行

系统的信息分析才能知道。

在什么情况下直觉路径会起主导作用呢？这取决于动机和能力。

如果主题远离个人兴趣，并且我们没有动机去进行系统分析，比较省

力的直觉就会起主导作用。当信息难以获得、信息太复杂以至于很难

自信地对其做出判断、或者当我们缺乏系统分析的技能或训练时，就

涉及能力的问题了。在这些情况下，即使我们有动机去进一步研究

它，也可能被迫采用外周线索来决定我们是否接受这个信息。

相关性的说服力。一般说来，一个好的研究往往能够清楚地阐明

事实。在这里，我们了解了对说服诉求的直觉反应策略和系统分析策



略的区别，以及在决定使用哪种策略时动机所起的作用。作为“说服

的两种路径”这一理论的开拓者，社会心理学家理查德·佩蒂

（Richard Petty）和约翰·卡乔波（John Cacioppo）创造了一种说

服程序，可以使同一信息在大学生听起来似乎与自己高度相关或者毫

不相关。正如我们曾经提到，高相关性应该是对信息进行系统分析的

一个动机来源。在运用这一程序的研究中，被试很舒服地单独坐在一

个小屋子，在那里他们获知他们大学的管理层正在酝酿让所有学生必

须先通过一个“高级综合考试”才能获得学位的规定（Petty et

al.， 1981）。在该研究中，被试的任务是对陈述这一政策的“传播

质量”做出评估。陈述是支持高级综合考试的录音讲话——当然，学

生们是强烈反对这一考试的。一半被试听到的录音信息拥有令人信服

的强有力论证；而其余被试听到的录音信息则毫无根据，很容易被反

驳。同时，每组被试又被分为两个组，一组被试得知讲话来自专家

——由一位德高望重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担任主席的“卡耐基高等教

育委员会”；而另一组被试得知讲话显然来自非专家——当地的高中

学生，这样，被试们总共聆听了4种版本的信息：基于专家（或基于非

专家）的强有力信息（或软弱无力信息）。

但是，在让被试聆听指派给他们的信息之前，他们还需要知道另

外一件事情。实验者告诉一半的被试，大学管理层正在讨论明年开始

实施高级综合考试的可能性，而其余被试则被告知在10年后才可能设

置这项考试。因此，我们操纵了个人相关性。一些被试可能在不久的

将来就会受到这一信息事件的影响，而其余被试则不会受到影响，因

为当设置这项考试时，他们早已毕业了。

由图4.3中可见，实验证实了个人相关性是极其重要的。被试在听

完录音后回答了各种不同的态度问题。他们的回答显示，对于高相关

组被试，强有力的信息远远要比软弱无力的信息更具有说服性。但

是，信息源的权威性对高相关组几乎没有影响。低相关组的情况则刚



刚相反。信息的质量对他们态度的影响甚小，而信息源的权威性却有

很强的影响力。对他们来说，来源于专家组的信息远比来源于非专家

组的信息有说服力得多。

图4.3　说服的两种路径

当聆听了一个倡导高级综合考试的信息后，当学生相信考试可能在明年就开始时

（高相关性），他们仔细地研究了该信息。因此，高相关性被试的态度受到信息论

证强度的影响。相反，当学生相信考试在10年内不会被执行时（低相关性），那么

他们对信息的考察会更少，并依赖于“谁发布的信息”。低相关性的被试被专家所

说服，但不被非专家所说服。

（资料来源：Petty， Cacioppo&Goldman， 1981. Copyright 1981 by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这是一项引人注目的研究。就这一问题而言，高相关组被试有动

机去仔细考虑信息的内容——他们也确实这么做了。当论点是强有力

的时候，被试的认知反应主要是赞许性的，并且他们最终赞同了这一

信息。当信息很幼稚甚至愚蠢时，就会引起较多的消极认知反应，最

后信息中的建议就遭到了抵制。与此相应，动机较低的低相关组被试

根本不理会信息的质量；他们采用了直觉路径，根据谁发布的信息来

决定是否应该接受信息中的建议。（“专家能够被信任，高中生可以

不予理会。”）



什么时候软弱无力的论证也会有效。这一实验所发现的模式在其

他研究中也得到了证实（Leippe&Elkin， 1987；Petty&Caciappo，

1984；Sorrentino et al.， 1988）。有趣的是，这个模式，除了证

实了两种不同的说服“路径”外，还证明了一种软弱无力的无效沟通

也有可能产生说服力。只要受众没有动机去对论证进行系统分析，信

息源的可信性可以使低水平的信息产生说服力。

使软弱无力的信息具有说服力的另一方法是，干扰受众分析论证

的能力。如果论证没有受到仔细斟酌，那么其无效性就不会被注意

到，也就不会引发受众的许多消极认知反应。因此，只让信息论证的

表面要点被理解，这样就有可能引起导致态度改变的赞许性的认知反

应。一种干扰的途径就是分散受众的注意力，例如伴随背景音乐或其

他可以让人分心的活动。当然，这种干扰不能做得太过，否则会妨碍

理解，应该刚刚强到让受众无力反驳就可以了。

为了检验这一观点，研究者让一些被试听一段学校主张上涨学费

的强有力信息，而另一些被试听一段学校主张上涨学费的软弱无力信

息（Petty et al.， 1976）。在聆听这个信息的同时，研究者还要求

被试注意在电视屏幕上快速闪现“X”的次数。为了在不同水平上操纵

注意力的分散程度，实验者变化了“X”闪现的频率：一组被试从不闪

现“X”（没有干扰），另有一组被试每分钟闪现5次或10次（低干扰

和中干扰），最后一组被试闪现“X”的频率高达每分钟25次（高干

扰）。

听完信息和数完“X”后，让被试回答在多大程度上赞同这个提

议。实验结果如图4.4所示。当没有干扰时，强有力的信息要远比软弱

无力信息更具有说服力。但是这种优势随着干扰的增加而消失。干扰

越强，软弱无力的信息越有说服力，而强有力的信息则越缺乏说服

力，这与“注意力的分散可以瓦解反驳”这一观点一致。为什么会这



样呢？因为注意力的分散阻止了一种深度的心理加工，该加工使强有

力的信息能激发积极的认知反应。注意力分散似乎成了一个很好的平

衡器——一个可以把好与不好的观点都隐藏起来的工具。

图4.4　干扰效果取决于信息力度

被试在聆听一段关于学费上涨的信息的同时，监视着计算机屏幕上闪现的“X”。他

们看到的闪现次数越多，注意力就越分散。随着注意力分散程度的提高，强有力信

息的说服力降低，但是软弱无力信息却变得更有说服力。

（资料来源：Petty， Wells， and Brock， 1976. Copyright 1976 by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直觉线索，因为直觉线索对说服具有更深

远的重要意义。尤其是当我们认识到一些说服背景的其他细节后，这

一点会变得更清楚。



丰富的线索。这类细节之一是这样一个事实：对于那些很少有时

间、有意愿或有能力去对信息进行系统分析的人而言，任何直觉线索

都可以作为细心加工（mindful processing）的替代捷径。我们已经

讨论了一个直觉线索：信息源的权威性。信息源可能还具有其他一些

明显的特质，这些特质为信息的接受提供了相应的经验。对于受众，

信息源可能看起来似曾相识，从而引发了社会比较和对“相似的人通

常喜欢相似的东西”这一规则的运用（Brock， 1965）。或者信息源

可能被公认为值得信任。

通过规范性社会影响，受众群体中的一些成员也可能提供直觉说

服线索。例如，热烈的喝彩意味着许多其他人也认同该信息，进而暗

示该信息一定是正确的。研究发现，同一个演讲在伴随着喝彩声时比

没有喝彩声时更有说服力（Axsom et al.， 1987；Landy， 1972）。

同样地，研究者证实，许多电视情境喜剧为自己配上“笑声”，增加

了这些喜剧在趣味性上的得分（Fuller&Sheehy�Skeffigton，
1974）。

最后，信息本身的许多方面都可能成为其正确性的线索。一个冗

长的演说获得接受，更可能只是因为演讲很长而不是因为演讲的内容

（Petty&Caciappo， 1984；Wood et al.， 1985）。对于那些三心二

意的受众，其操作法则也许是“虽然我没有听完，但这个演讲者既然

讲了这么多，他的观点一定是有根有据的”。问题的关键是，当必须

决定是否接受一条信息时，除了信息论证以外，还需要很多东西。

因为经验告诉我们，经验规则往往是对的。即使人们对信息的主

题很有兴趣，他们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使用直觉线索。因此，系统分析

的数量和质量都可能被情境中呈现的外周线索所影响。就数量而言，

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当信息背景含有丰富的外周线索时，直

觉路径会比系统分析得到更多的运用（Chaiken et al.， 1989）。这



些直觉线索可能会消除深究实际论证的需要。就质量而言，任何实际

发生的系统分析都可能受到对外周线索的推断所带来的污染。例如，

质疑演讲者可靠性的有关知识，可能会使受众怀着更大的疑心去评估

信息论证，从而导致更多的消极认知反应（Hass， 1981）。

电视播送的形象

外周说服线索的强大影响力对广告和竞选信息特别重要，尤其是

那些经由电视传播的信息。为了理解这一点，让我们回顾一下有关印

刷 、 音 频 和 视 频 方 式 呈 现 信 息 时 其 说 服 力 的 对 比 研 究

（Chaiken&Eagly， 1976）。这个研究发现，对于复杂的信息，书面

呈现的方式最有说服力；这大概是因为在阅读时能够更好地理解信

息。与之相反，对于容易理解的信息，视频呈现最有说服力，而书面

呈现最没有说服力。出现这种相反情况的一个原因是，在视频呈现中

说话者的形象、个性和演讲风格会十分生动和突出。这样就形成了一

个关于说话者的可爱程度、自信度等的丰富外围线索，这些线索不仅

可以用作信息分析的指导，也可以作为态度改变的指导。

这一观点在追踪研究中得到了证实（Chaiken&Eagly， 1983）。

在追踪研究中，首先向大学生被试呈现一些使信息传达者显得讨人喜

欢或者不讨人喜欢的信息，然后，分别以印刷或视听（音频和视频）

的形式向被试呈现可理解度相同的信息。研究发现，信息传达的效果

依赖于信息传达者讨人喜欢的程度。当信息传达者讨人喜欢时，信息

以视听的形式呈现比以印刷形式呈现时会引发更多的态度改变。但是

当信息传达者不讨人喜欢时，情况则相反。换言之，信息源的可爱程

度——一个外周线索——在信息源能被看到、听到或者既能看到又能

听到时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在这些“视听”条件下，信息源是说服情境的一个突出方面。正

如我们在第3章所看到的那样，那些支配我们对因果关系的思考和判断

的刺激往往能吸引最多的注意（Fiske&Taylor， 1984）。因此，一个

能被看见或听见的信息源会更优先进入到受众的认知反应中。如果他

讨人喜欢，那么信息源的积极特征就会受到注意并产生积极的认知反

应；但是如果他不讨人喜欢，消极特征就会变得显著（请记住选择性

注意）。大学生接触信息后所列出的认知反应极好地印证了这种解

释。与信息以书面形式呈现时相比较，当信息以视听形式呈现时，人

们会对信息源进行更多的思考；同时，当信息传递者讨人喜欢时，人

们的思考更为积极。

因此，广播电视媒体使外周线索具有双重影响力。这类媒体使得

外周线索更为突出，从而使这些线索在涉及态度改变的决策中发挥更

大的作用。对信息传达者（或者其他外周特性）的过多思考使受众没

有什么时间和精力去考虑信息内容，由此分散了受众进行系统信息分

析的注意力。除此之外，正如我们前面所谈到，电视形象是“动之以

情”的有效形式。

不要认为这一结论的要点对广告商毫无用处。事实上，那些创

造、指导和发布商业广告、竞选演说和公益宣传的人，都了解外周线

索在广播电视媒体中的作用；他们也懂得在那些可以突出外周线索的

印刷媒体（如广告牌和杂志的图片广告）中，外周线索如何发挥影

响。他们知道，在受众过于忙碌或者对纯争辩式信息不感兴趣的情况

下，一张图片可能会胜过千言万语。他们还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关

键的因素是形象——一个能吸引注意力，易于理解和记忆的线索。

“你不必为细节烦恼；我的信息（或我的产品）对你是再合适不过

了。”（换句话说，“你甚至可以不用听我在说什么，看我的嘴唇就

行了。”）



总统形象：形式代替实质。可能再没有比1988年美国总统大选更

能说明运用形象引发直觉思考的例子了。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迈克尔

·杜卡基斯一直形象不佳。他的言行使他看起来太像一个冷淡、木讷

的技术治国论者，一点都不像是一个热忱和富有感染力的领导者。但

是乔治·布什——来自共和党的竞选对手——的竞选班子给杜卡基斯

制造了一个甚至比这更加糟糕的形象，同时却为布什创造了一个非常

正直而真诚的积极形象。当觉察到美国公众对左翼分子的不信任时，

布什残酷地给杜卡基斯贴上“自由主义者”的标签，并进一步将自由

主义者界定为一个容忍犯罪、支持堕胎、鼓吹加税甚至不爱国的人。

布什竞选班子的工作人员通过生动的电视广告将这些消极的涵义具体

化。其中一个广告生动地讲述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谋杀犯的故事：

当杜卡基斯任马萨诸塞州州长时，谋杀犯威立·霍顿竟然通过了该州

的保释项目并从马萨诸塞州监狱获得了释放。而在保释期间威立·霍

顿在马里兰强奸了一名年轻女子并殴打了其男友。这个广告毫无争议

地表明了谁该为这场悲剧负责。



诺列加将军的形象。这一令人难忘的照片出现在了数以百计报纸的头版上，它强化

了该独裁者是暴君的意象，从而为推翻其在巴拿马的独裁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

（UPI/Bettmann Newspho�tos）

这一策略显然为共和党出了力。杜卡基斯在1988年夏天的领先地

位在劳工节（美国的劳动节定在每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编者注）

前的投票中不复存在；而9月，布什就已经稳稳当当地领先了。再来看



一下刚才所描述的广告，它似乎并没有提到：（1）马萨诸塞州犯人保

释项目在杜卡斯基当选州长之前就已经存在了；（2）在威立·霍顿事

件发生后，杜卡斯基立即废除了这个项目；（3）在里根总统执政期

间，联邦监狱系统也有类似的保释项目，而在此期间布什是副总统。

许多选民并未深究这些竞选信息以获得以上事实。有一些选民知道这

些事实，但这在当时并不重要。将杜卡斯基的“自由主义者”形象和

一个死刑反对者联系起来，这使得威立·霍顿的保释显得与其他犯人

的保释不一样：这是由放任的、“宽容罪犯”的自由主义哲学所导致

的粗枝大叶的错误。

这个例子生动地说明了由电视媒体丰富的外周线索所导致的直觉

的两种后果：（1）没有足够充分地思考信息的质量和推论；（2）会

导致一些引起曲解的思考。杜卡斯基永远不能逃脱为他创造的消极形

象。最初，他试图通过诉诸“档案”来进行反驳，但是他没有意识

到，公众对其反驳的反应受到他消极形象的影响与他争辩内容的影响

一样多（甚至更多）。

直到11月份，杜卡斯基才开始塑造他自己的形象：但是太少，也

太晚。而布什已经树立了公众所期望看到的形象——爱国和乐观。一

个竞选战略家明确地认可了外周形象的力量，并在《时代周刊》上做

了如下的总结：“如果我们获得了我们所期望的视觉形象，那么我们

就不会很在意媒体用什么样的语言对它进行评价。”

乐观取胜。一个游离于信息之外的主题也可以成为外周线索。如

果该主题相当突出而且令人信服，人们就有可能不会根据这一主题去

深挖支持信息的论证而直接接受信息的结论。乔治·布什在1988年的

政治演说中就包含了这样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乐观。它像其他说

服线索一样简单。布什告诉全体美国人说，就像前总统里根所告诉我

们的那样：你干得非常棒。阴暗问题，如联邦赤字、城市贫民和犯罪



都一定能够得到解决并将被解决。甚至，这位准总统公然宣称：“我

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尽管布什几乎没有提及怎样解决这些问题，但

选民对这一充满希望的前景展望给予了回应。

心理学家们（Zullow et al.， 1988）对这一结果并不感到意

外，他们分析了1948～1984年间的十场总统竞选中双方主要候选人的

提名演讲。在这十场竞选中，有九场都是由具有更乐观前景展望的候

选人赢得大选。这些研究者对1988年总统大选初选以前各位竞争者的

竞选演讲进行了同样的分析，得出结论说，布什是最乐观的共和党候

选人，而杜卡斯基是最乐观的民主党候选人。胜利者积极地思考，或

者，至少积极地说话。

乐观似乎成了一个让人接受信息的线索，一部分原因是人们有一

种必须相信自己能够控制命运的需要。有了这种需要，“你我能够做

到”的信息就能够唤起积极的认知反应。乐观也暗示候选人相信自

己。只要你相信自己，你就能做好任何事情。这种观念在推崇自由进

取的西方文化中是根深蒂固的（想一想《小火车做到了》永久的名

声）。

即便可以通过向受众提供突出但肤浅的线索来达到说服的目的，

但有两点必须牢记在心：第一，如果人们有时间、能力和意愿的话，

他们有时候确实会抛开这些线索而去关注信息中的论据；第二，直觉

路径，和更费力的系统分析一样，常常会产生一个正确的态度。一般

而言，人们通常使用的经验规则还是不错的。但是，当所涉及的问题

非常重要以至于人们不愿意去冒险时，这个时候就不再是“一般情

况”了，系统分析就更有可能会发挥作用了。

系统加工的客观性和偏差



在评价信息中的论据时，我们能否做到绝对客观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可能反驳那些与我们已有态度相反的信息，尤其是当我们有足够

的知识去反驳时。反驳是客观的，并且能够基于正确的理念。尽管我

们都有良好的愿望去“让事实说话”，但是基于我们已有态度的偏差

仍然可能会不自觉地影响我们对“事实”的知觉和解释。我们注意信

息的哪些方面，我们怎样解释模糊信息，以及在认知反应过程中我们

唤醒了哪些观点和知识，这些都将会受到我们已有观念的微妙影响。

设想两个二十多岁的聪明小伙子对死刑这一问题持有截然相反的

立场。一个支持死刑，认为它能消除谋杀。另一个反对死刑，认为它

对谋杀犯罪率不会有什么影响。如果这两个人都去仔细研读两项似乎

很有名的科学研究报告，其中一项研究发现死刑有终止谋杀的作用，

另一项研究发现在实行死刑的州谋杀率实际上更高，那么会出现什么

情况呢？事实上，两篇结论相反的报告对死刑是否有消除谋杀的作用

不能得出任何结论。因此，你可能预测，这一信息的两个接收者在死

刑问题上会走得更近一点——趋向中立。毕竟，他们的系统分析应该

表明：任何一方都没有足以令人信服、能经受对方反驳的论据。

你可能预期，这两种态度会逐渐得到调和；但是，你很可能实现

不了这一预期。在一项严格按照这一程序实施的研究中发现，关于死

刑有不同意见的被试在阅读了这些混合材料后态度变得更极端（Lord

et al.， 1979）。赞成的变得更赞成，反对的则更加反对。这一奇怪

的效果似乎是解释偏差的结果。被试倾向于真诚地接受支持他们观念

的信息，并主动地反驳那些非支持性的信息。他们会在非支持性的研

究中寻找漏洞并且形成另一种解释——对于那些参与该项研究、加工

了支持相反立场的知识、信念的被试来说，这样的智力活动并不难。

当消化完了所有新信息之后，受众在他们的头脑里就会形成一个支持

他们最初立场的更强有力的基础：一个支持性的科学研究，以及一个



新“证据”，即持相反立场的研究漏洞百出。这样，两个相反立场的

态度就变得极端化和不可调和。

本章的要点

（资料来源：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of Washington Star Syndicate，

Inc.）



这一研究所发现的偏差性知觉和解释可以引出其他一些有趣且重

要的结果。例如，选民对政治候选人立场的误判已得到了越来越多的

证明。喜欢某候选人的选民通常会判断他的立场比实际情况更接近于

自己的立场，相反，不喜欢该候选人的选民则认为他的立场比实际情

况更加叵测。因此，对民意调查数据进行仔细分析后发现，（1968

年）在民主党候选人休伯特·汉弗莱的支持者中，反对越战的人比支

持美国在越南继续投入兵力的人更倾向于认为汉弗莱是一个鸽派人

物。同时，在这些支持者中，反战分子比鹰派分子更倾向于认为汉弗

莱的竞争对手，理查德·尼克松，有鹰派作风。而在尼克松的支持者

中，情况正好相反（Granberg&Brent，1974）。

这种误判可以部分地归结于候选人自己的行为——他们在不同演

讲场合对不同受众的演说词有所选择。但是，这种选择性的演说词不

足以解释两个群体间判断上的巨大差异（Judd et al.， 1983）。这

与人们在解释中加入了自己的理解和愿望也有一定关系。有趣的是，

即使一个首选的候选人其赢得竞选的机会也会受到解释偏差的影响。

选民有一种预期他们的候选人会赢得大选的强烈倾向，即使民意调查

结果与之相左（Granberg&Brent， 1983）。

通往持久性说服的暂时障碍

本章的要旨是，由基于论证的沟通所导致的态度改变是一系列知

觉和心理阶段联合作用的不确定结果，其中每一阶段都涉及阻碍态度

改变的不同因素。除了获得说服对象（这些人习惯性地偏好那些既与

自我相一致又容易领会的信息）的注意和理解，你可能需要强有力的

外周线索（如果可能使用直觉路径的话）。或者，你需要足够有力的

论证来抵挡反驳，来抵挡判断和解释中更加微妙的偏见（如果有可能



使用系统分析的话）。如果你的说服对象对自己的立场有渊博的知识

并且立场坚定的话，那么你的说服任务将会很艰难。

对于似乎不可动摇的态度这一问题，我们将放在第6章中讨论。在

第5章，我们将继续讨论“说服的阶段”，一直讨论到如何通过说服使

态度转变为行为，使一些行为发生——投票、购买产品，或者个体生

活方式的改变。如何能够引导行为朝向预期的方向，达到说服的目

标？让我们继续看吧。

小结

在本章中，我们的重点是说服：采用来自一个特定信息源的交流

信息与论证来改变目标受众的信念。信念的改变进而可能会导致在相

互关联的态度系统中态度与行为的改变。我们先探讨了人们如何通过

社会比较获得关于自己态度的主观正确性的信息。然后，我们考察了

经由说服而导致态度改变的4个心理阶段：信息接收、注意、理解与接

受。

●我们都期望拥有正确的态度与信念。感觉正确有助于满足我们

的可预测与控制感。社会比较理论认为，我们力图通过把自己的观点

与他人观点作比较来评估自己观点的正确性。

●就主观的观点而言，我们倾向于跟那些与我们有相似特质的人

进行比较。与相异的他人作比较将会导致模糊，无论不一致性所反映

的是无效的观点还是不同的价值观。当已经持有某一观点时，我们可

能会通过与那些具有相似特质并且对当前问题有相似观点的人作比

较，从而寻求对自己观点的支持。如果犯错误会付出很大代价或者当

观点能够被证实时，我们可能会与相异的他人作比较。在这些情况

下，从不同角度所获得的赞同提供了关于观点正确性的信息。



●尽管我们每天都会受到说服性信息的轰炸，但只有很少一部分

会影响我们。在信息能够改变行为以前必须经过6个心理阶段。我们必

须：（1）接收到信息；（2）注意到信息；（3）理解信息的要点；

（4）接受信息的结论，将其作为我们的新态度；（5）记住这一新态

度；（6）运用这一态度指导行为。

●我们已经认可了我们所接收到的大部分信息。这种选择性信息

接收的一个原因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引导了我们对职业和

休闲活动的选择，而在这些职业和休闲活动中，我们所遇到的大多数

人与我们十分类似。此外，由社会塑造的价值观和心理框架会影响媒

体报道和学校教育。实际上，甚至在民主国家中，也存在着有意和无

意的审查制度。在极权主义国家中，极端的审查制度可能暂时地抑制

革命的力量。

●一旦接收到信息，还必须注意到它，才能产生一定的影响。内

部偏好和外部刺激都会使我们转移对信息的注意。相对于那些与我们

态度相反的信息，我们对信息中那些支持我们态度的信息会给予更紧

密的关注，除非信息中包含了新异且有用的消息，且我们感到不必忠

于原有立场。

●有限的信息理解可能会导致有限的说服。因此，复杂信息以印

刷形式呈现时——说服对象控制着呈现的速度——会比口语表达的形

式更加具有说服性。“晓之以理”要求更多的理解，以印刷形式呈现

会更加有影响力。而“动之以情”最好以视听媒介的形式呈现，因为

它们要求具有能引发情绪的形象而几乎不需要理解。

●理解并不能确保态度的改变。对信息的接受需要正面的认知反

应（对信息进行思考的结果）。因此，具有与说服对象已有知识、价

值观和兴趣有关的新颖且令人信服的论证信息是最有说服力的。



●然而，只有当受众对信息进行了系统分析时，信息质量才会有

强烈的影响力。而系统分析只可能在受众有动机有能力这样做时才会

发生。当动机很弱（因为信息几乎没有个人的关联性）或者能力很低

（例如受众注意力分散）时，受众将会采取直觉路径——基于外周线

索所提供的经验（“专家可以被信赖”）来决定接受或拒绝信息。当

信息背景中的外周线索非常丰富时，对直觉线索的依赖同样可以补充

或者代替系统分析。外周线索的某种可及性可能会使系统加工产生偏

差。

●电视使其所传递的信息具有丰富的外周线索或形象。沟通者的

外貌、说话风格、手势、语音、背景音乐以及基调（例如乐观）均提

供了直觉判断的线索，从而使人们的注意力从信息的实质内容中分散

出去。

●如果有了充足的动机，人们会进行系统分析；但是很难做到绝

对客观的系统分析——不受已有偏好和信念的影响——即使个体力图

客观。对立的双方各自都可能从同一中间立场获得支持信念的信息。

问题与练习

1.请分析你自己的社会比较习惯。你常常将自己与谁比较，什么

样的情形会导致你寻求与不同类型的人进行比较？你的社会比较习惯

是如何与社会比较理论以及本章中描述过的研究相一致的？它们在哪

些方面不同呢（如果有不同，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不同）？什么时候

你会与那些和你十分不同的人作比较？是否存在某些特定类别的人，

他们不会成为你比较的对象（例如，由于性别、阶级或者种族）？

2.假设你现在正在负责创作并安排一则公益广告，这则公益广告

鼓励人们把更多的收入用作存款。请运用本章中讨论过的原则，描述



你将要创作的广告。你会请谁来充当形象大使？你在这个创作中会考

虑哪些方面？这则公益广告将最有可能影响到哪些人？会怎样影响？

会使用什么媒体和“信息伴随物”？为什么？

3.“态度是难以改变的。”运用说服的前4个阶段来说明。

4.请区分通过系统分析进行的说服与通过直觉路径的说服。在什

么时候会有这种说服而不是另一种？对于同一信息，两种说服有可能

同时发生吗？从说服者的角度说一说每种路径各有什么利弊？



第5章 使说服更持久：态度改变

的持久性和行为结果

播撒保持的种子：形成强烈、明确且极端的态度◆保持：让说服经得起时间考验◆将

态度转化为行为：最终的说服◆对说服的奖赏来之不易

回想起来，他当时肯定已经在南卡罗来纳边境以北75英里远的地

方了。当他沐浴在北卡罗来纳的7月热浪中，在95号洲际公路上高速向

南行驶，穿越一片片的松树林时，一个广告牌引起了他的注意，或许

是因为广告牌明亮的颜色和家乡的风格。他不记得那个招牌写了什

么，但是他非常肯定的是，沿着这条公路上的几英里远处出现的第2个

广告牌与这第1个有关系。虽然上面的信息完全不同，但是颜色和风格

却很相似。两英里后，又出现了一个色彩丰富并有相同制作风格的广

告牌。然后是第4个、第5个——广告牌上的书面信息简单而含义模

糊，因此能够引发人们的好奇心：“哇！”，“美好时光又出现

了”，还有“你将会笑得红光满面”（用鲜艳的粉红色写的）。这些

吸引了司机们注意的广告牌上，许多都带有一张墨西哥式的宽边帽图

片，有些还提到了名叫佩德罗的人，或者用墨西哥腔调来描述这样的

信息：“Beeg Deal”“Bear Up a Leetle Longer”（这些文字都出

现在一个像熊一样的卡通人物的图片旁边）。

在边境以北30英里的地方，这些色彩丰富的广告牌变得多了起来

——尽管每一个广告牌都不尽相同，但总体风格相似。10英里后这些

广告牌变成了一连串，似乎就像是银色的福特天霸车把它们一路点燃

了一样。现在，这些广告就更加引人注意，有些还包含了动态画面。

随着边境的临近，司机大声地告诉他的妻子说：“肯定已经有100多个

广告牌了”，“3岁孩子也会说：‘我喜欢佩德罗’”，“好极



了！”，“疯狂购物（佩德罗会迷住你的）”，“敬请光临，否则终

身遗憾！”

突然，他看到在远处隐约出现了一座200英尺高的塔，塔的顶部有

一个墨西哥式的宽边帽；而在塔的下面，则是两个巨大但却非常可爱

的雕塑：佩德罗和他的骡子。

在妻子迫不及待的催促下，这个司机下了高速路，朝着最后几个

广告牌指引的地方驶去；广告牌上写着“所有车辆请光顾”。当他转

完最后一个弯时，他几乎不能抑制自己的激动了。他发现自己处在一

个巨大的、奢华且独特的购物商城——“边界之南”——的中央。这

个商城拥有各种各样的商店——快餐、爆竹鞭炮、纪念品、富有异国

情调的服装，还有旋转木马、街机游戏、汽车旅馆和各种展览。这是

一个不折不扣的旅游陷阱设计。

上面所讲的是本书作者之一的亲身经历。这一故事的关键，是那

一百多个策略性地点缀着通往佩德罗之路的广告牌。如果没有这些广

告牌，这对快乐的夫妻都确信他们是不会停下来的，即使是少量的几

个广告牌都不会让他们停下来。他们不是那种会陷入旅游陷阱的人。

并且，他们正赶往默特尔比奇去观看他们11岁的女儿在全国舞蹈比赛

中的表演，他们已经有1周时间没有见过她了。没有任何的理由可以让

他们为了佩德罗或其他什么而停下来。

但是，他们还是停了下来。是那些数量众多的广告牌以多种形式

重复呈现的一个有趣主题让他们停了下来。简而言之，所有那些广告

牌都非常有效地利用了重复原则（repetition principle）；重复原

则是一个易于使用并因此而常被使用的说服工具。当旅行者们遇到了

越来越多的广告牌时，他们会认为这些广告牌好笑并拿它们开玩笑，

同时他们会逐渐地喜欢上这些广告牌。最终，这些广告牌达到了三个

说服目的。首先，旅游者们对广告源，即“边界之南＂的设施，形成



了积极的态度，并且完全接受了广告牌上的信息——那个地方是值得

一游的。其次，他们暂停了旅程，下了高速，而且必须承认，他们还

在那里购物（请记住承诺与一致性的力量：“既然我们已经下了高速

路，我们还可以……”）。换句话说，态度转变为了信息源所期望的

行为。最后，这些信息令人难忘。在这对夫妻看到过的成千上万的广

告牌中，他们能记住很少的一些。但就是这很少的一部分中，大多数

都来自于“边界之南＂的广告群。当他们下一次再去南部旅行时，他

们可能还会在那里逗留。

在前一章中，我们对说服的四个必要步骤进行了探讨。如果你接

触了某一信息，注意到了它，理解了它，并且接纳了它的结论，那么

你就已经被它说服了。你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改变。

但是，态度的改变会持续多长时间呢？到了明天、下个月或者明

年，你是否仍然还记得这些信息，或至少记得你的新态度呢？而你的

新态度是否能够抵抗住来自“对立面”信息的攻击呢？即使你的新态

度持续了下来，并抵抗住了来自对立面信息的攻击和遗忘的力量，那

么你的新态度是否会影响到你的行为呢？

这些问题正是本章所关注的。哪些条件是态度改变的保持或持续

所必需的？什么因素使新的态度转变成了新的行为？似乎当新的态度

非常强烈和极端时，态度的保持及其向行为的转变才更有可能发生。

建立这种强烈和极端态度主要依赖于信息最初的呈现方式和以后的呈

现频率。因此，我们将首先回顾一下信息如何呈现这一问题。在本章

中，我们将不仅关注态度改变的阶段是否出现，而且关注态度改变的

强烈程度和极端程度。

接下来，我们将讨论一些研究，这些研究对说服的进程进行了追

踪。这些关于“说服持续性”的研究不仅揭示了极端而明确的态度在

保持阶段的重要性，而且阐明了在信息呈现过程中和信息呈现之后有



助于保持态度改变的其他条件。最后，我们将仔细考察那些在说服的

最后阶段——改变了的态度转变为行为——起关键作用的因素；在这

一阶段，改变了的态度转变为某种被期待的行为——它可以是投票、

购买、约会、学习、清扫、饮酒、节食或人类能够做的其他任何行

为。

播撒保持的种子：形成强烈、明确且极

端的态度

为什么我们以一个运用了说服的重复原则的案例作为本章开头

呢？这样做的一个充足理由是：信息的重复呈现是使态度的改变得以

保持进而支配后继行为的一个有效策略。有时，我们对一个信息的第

一反应可能只是肤浅的喜欢或赞同：一种与其他认知过程几乎没有联

系的“心血来潮”。基于直觉决策规则的反应通常就类似于“每次使

用后请冲洗”或者“每跑3000英里就给你的汽车换一次机油”。此

外，说服性信息可能只造成了微弱的赞同或态度改变，使我们仅仅对

信息本身想要传达的意思产生了不冷不热的反应。相对于那些与思维

和情感有众多联系并整合成了一个和谐态度系统的深层而极端的态

度，这种肤浅而中庸的态度很难被保持下来并指导我们的行为。那

么，我们怎能深化和稳固那些缺乏牢固基础的薄弱态度呢？

适度的曝光

一个新产品做广告的主要目的通常就是尽可能多地向众人曝光。

“品牌再认”的建立就需要有足够的曝光。类似地，那些想出名的人

总是希望有尽可能多的机会抛头露面，并且常常为此而竭尽全力。正



如P. T.巴纳姆（P. T. Barnum）所说和有些人所相信的那样，没有负

面宣传这回事，没有宣传才是糟糕的。

如我们在前一章所见，信息的一次呈现使导致态度改变的后续说

服阶段成为可能。但是，要提高这种可能性，信息的多次呈现是必要

的。

熟悉导致“喜欢”。一个客体在我们面前曝光的次数越多，我们

就越倾向于喜欢它；到目前为止，社会心理学家已经在这方面积累了

相当多的证据。例如，罗伯特·扎伊翁茨（Robert Zajonc， 1968）

对此进行了一系列研究。他把平淡的、新颖的，或者复杂的刺激短暂

地呈现于被试面前。其中一些刺激只呈现一次，一些刺激呈现几次，

还有一些刺激呈现很多次；刺激每次呈现的时间大约为2秒钟。所呈现

给美国大学生被试的刺激有时是一些中文词语，有时是一些无意义音

节（例如：IKTITAF）或其他符号。

例如，在一个研究中，一些汉字呈现一次，一些呈现2次，还有一

些呈现5次、10次或者25次。在整个呈现过程结束后，要求被试在贬义

—褒义这一维度上猜测每个汉字的含义。毫无疑问，刺激呈现次数越

多，更多的被试将其评定为“褒义”。对于很多其他不同的刺激而

言，这种关联都存在，包括对人和艺术品。这种“单纯曝光导致喜

爱”效应的一个原因似乎仅仅是：在熟悉感中存在着舒适（Zajonc，

1968；1980）。

然而，这里还有另外一种心理过程在起作用。这一过程有助于理

解态度的改变；关于这一心理过程的证据来自于对人们已经持有相关

态 度 的 刺 激 物 的 研 究 。 大 量 此 类 研 究 揭 示 了 极 化 现 象

（polarization）：重复呈现人们已经喜欢的刺激会导致人们更加积

极地评定这些刺激；反之，重复呈现先前不被喜欢的刺激会导致人们

更加消极地评定这些刺激。在一个此类实验中，抽象画分别以1次、2



次、5次和10次的频率曝光于被试面前。在抽象画首次曝光时，被试报

告是否喜欢这一幅画。伴随观看次数的增加，被试对喜欢的画会更加

的喜欢，而对于不喜欢的画则更加不喜欢（Brickman et al.，

1972）。对其他刺激物的研究，例如，当刺激物是语调积极的单词

（“蓝鸟”）或语调消极的单词（“堕落”）时（Grush， 1976），

或当刺激物是一些被描绘成积极或消极角色的男性照片时，也发现了

类似效应（Perl�man&Oskamp， 1971）。

极化发生的原因是，重复曝光增加了人们对刺激物的心理联想

——用我们前一章中的术语即认知反应——的数量。大多数这类联想

与人们对刺激物的初始态度具有一致的评价基调。这一点在一项以情

绪性词汇为刺激物的研究中得到了证实（Grush， 1976）。在呈现每

个单词时，被试需要对这个单词进行“言语联想”：写下他们所联想

起的任何单词。例如，“饺子”这一词语会引起“美味”或“苹果”

之类的联想，而用“麻风病”这一单词作为刺激时，则会引起“可怕

的”和“肮脏的”这类联想。在向被试呈现刺激词和被试列出他们的

联想后，要求被试在贬义—褒义的量化尺度上对他们自己的言语联想

进行评定。通过考察被试的这些评定，研究者发现，随着呈现次数的

增加，被试对言语联想的评价基调变得更加极端。对于先前就喜欢的

单词的联想变得更为积极，而对先前就不喜欢的单词的联想则变得更

为消极。

我们在第4章中已经看到，个体对所接受信息或问题的态度，取决

于由信息所产生的喜爱与不喜爱这两种认知反应之间的平衡。越是喜

爱的认知反应，目标受众的态度越是朝着信息所指引的方向发生改

变。即使刺激不是说服性信息——例如在单纯曝光效应的研究中——

认知反应过程仍然会起作用。



不过，有两个新的关键点值得我们考虑。第一，每次刺激呈现

时，认知反应——它们可能是复杂的思想也可以只是简单的言语联想

——都会发生。第二，对后期曝光的认知反应与对初期曝光的认知反

应具有相同的评价基调。例如，如果刺激在第一次呈现时激发了积极

思想，那么该刺激第二次呈现时所激发的新想法也会是积极的。随着

曝光的增加，刺激所激发出的这一单方面的想法就会“增强”。

单纯思考。即使没有重复曝光，人们只是对刺激物作了简单的思

考，认知反应的评价一致性（evaluative consistency of cognitive

responses）模式也是显而易见的。让我们看一下心理学家阿贝·特瑟

（Abe Tesser）所进行的关于“思维极化”的有趣研究。在这一研究

中，被试对“卖淫应该合法化”等涉及社会和政治问题的陈述句进行

赞成或反对的评定。在每一次评定后，要求被试花几分钟时间，对陈

述句进行思考。在思考之后，实验者要求被试对陈述句再次进行评

定。结果会怎么样呢？大多数被试的态度出现了极化。最初的赞同者

在思考之后更加赞同，而最初的反对者在思考之后更加反对

（Tesser&Conlee， 1975）。研究者通过使用类似程序的系列研究发

现，思考能使人对不同客体的态度产生极化，这些客体包括人、艺术

品、时装以及橄榄球战术等（Tesser， 1978）。

评价一致性原则。不论刺激是否被呈现，对刺激进行思考似乎会

产生以下两种趋势：（1）产生与已有态度在评价上相一致的认知；

（2）使已有的认知更加趋于一致。特瑟（1978）认为，产生这种趋势

的原因在于，我们的每一个态度，部分地反映了我们为理解态度客体

而形成的一个心理框架，也就是心理学家所说的图式（schema）。关

于态度客体的思考，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相关图式的引导下完成的。它

引起了一个思维的过程，而这一思维过程进而引发了那些支持该态度

的记忆和联想，这些记忆和联想又与这个心理框架相匹配。所以，我



们思考或联想得越多，一致性的思维就会积聚得越多，我们的态度也

就会变得更加极端。

因此，大多数人习惯于以一致性的方式进行思考。人的基本心理

过程进一步受到来自文化的一致性需要的推动；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

讨 论 各 种 社 会 影 响 现 象 时 ， 已 经 对 此 作 了 说 明

（Giacalone&Rosenfeld，1986）。你可以在以下几方面中体会到一致

性思维及其相关的过程：（1）我们更多地关注支持而非反对我们决策

的信息，（2）对混合信息的偏差解释；（3）对令人不快的信息的抗

辩。但是，评价一致性原则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评价一致性原则为引入极端的态度提供了一个实用策略。这一策

略的诀窍在于首先引发影响对象对某一产品、观点或其他客体形成略

微喜爱的反应。然后，你必须设法使这个被影响者对这一态度客体进

行思考和进一步反思。如果这个客体是一个社会问题，那么可以通过

包含着强有力论证的说服信息来获得正面反应。那么，你又将如何鼓

励更进一步的思考呢？也许你可以通过使说服信息与你的影响对象产

生个人关联，或者通过排除所有会减少思考时间，降低思考能力的分

心事物，来达到这一目的。正如我们在第4章中所了解到的，个人关联

性以及没有分心物是让强有力的信息具有说服力的两种条件。

广告歌——广告词。如果态度客体是一个产品，我们可以通过令

人愉快的前期广告来让人们喜欢上它。然后，就该重复曝光了。一个

有效商业电视广告的关键是，在能够唤起积极情感的背景中呈现该产

品。如果巧妙地做到了这一点，那么情感与产品就发生了关联，为通

过重复曝光和单纯思考来极化那些情感奠定了基础——使被唤起的情

感更加积极。因此，男用古龙香水的广告中总是会出现一位性感美

女，她不仅看上去赏心悦目，而且在男士们无穷的幻想中更赏心悦

目。通过展示球场上超级球星们穿着耐克或锐步球鞋的雄风，使一般



的篮球爱好者体验到了豪言壮语般的高昂情绪；而汽车购买者观看了

驾驶“美国人的心跳”穿越美国的情景后，必然产生爱国主义的自豪

感。

获得积极情感一点都不神秘。以“婴儿潮”中出生的富人为目标

用户的广告，频繁地使用了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期的经典摇滚歌

曲。的确，这些歌曲或其翻版，已经变得比那些原创的广告音乐更加

流行。随着一箱箱的宝氏提子麦片装满又清空，可爱的小小加利福尼

亚葡萄干唱着“童梦奇缘”并随之起舞。伴随着诱惑乐队的“我的女

孩”，美国运通信用卡通过愉悦的视觉形象呈现了该信用卡所带来的

美好生活。（你能发现这其中的联系吗？）甚至为人们所尊崇的披头

士乐队的歌曲现在也出现在了商业广告中。这种利用老歌的方法，虽

然可能没有原创广告歌曲那么有创意，但却可能会更加有效。对于大

多数的普通观众而言，这些曲调会引发积极的怀旧的情绪反应。然

而，这也有风险：一些人会因此而变得愤慨，因为他们喜欢的歌曲被

滥用成了商业广告歌曲！而广告商争辩道，这也无所谓。每丧失一个

沮丧的购买者，就会多出几个的支持者；他们在信息呈现之后，会购

买与广告歌—广告词相关联的产品。



在永无止尽的“可乐大战”中，引起对产品的积极联想是广告的主要目标。

（Courtesy of Coca Cola USA）

引起最初的积极反应是引入一个新产品的第一步。但是请注意：

仅仅重复曝光就能对积极影响有所帮助，因为大家都知道，即使是中

性刺激，通过重复曝光也会倾向于更被喜欢。熟悉导致喜欢，可能是

因为对已知的客体，我们会感觉到更少的不确定性，这有助于我们对

非常基本的控制和预测需要的满足。并且，一个新产品可以通过与生

产该产品的公司的形象产生关联，从而获得最初的积极印象。由于新

产品是由一家知名的、值得信任的（因此而被人喜欢的）公司——例

如，纳贝斯克、通用电气、柯达——所制造，所以它可能引发出积极

的第一反应。

当然，在社会影响领域中没有绝对的事情。建立对产品的积极情

感联系是非常重要的，但我们也必须意识到，有时这并非是必需的。

在某些情况下，实际上还有一个更有效的策略：以便于记忆的方式不

断重复某一产品具有出众品质这一简单信息。在过去几年里，许多人



已经彻底被“领口的铃声”（Wisk牌洗洁精）和“别挤着洁而敏

（Charmin）”的广告所骚扰。然而，根据广告商们的消息，这些广告

产生了作用，因为它们说服并提醒了人们这些是好的产品（Kahn，

1987）。即使人们不喜欢其中的广告歌曲，但那些广告词仍然可能通

过激活态度图式周围的联想网络，从而对人们产生影响。

政治活动中的重复曝光。如果态度客体是一个人，采用下述我们

已经熟悉的策略必然能够提升这个人受喜爱的程度：最初曝光于一个

积极环境中（以获得接纳），然后用多次重复曝光的策略（以获得更

加极端和有力的接纳）。一个研究小组的确发现，在人为操纵的实验

室里发现的重复曝光效应能够推广到现实生活的政治选举中。你可能

会认为这是很自然的。毕竟，政治候选人和党派为了在电视与广播宣

传、竞选点、挨家挨户散发传单等竞选形式中曝光，花费了大量的金

钱。然而，在总统和议员选举中，当两个候选人都已经非常有名，并

且有可能得到相同的额外曝光时，那么曝光效应就不那么强了。一个

最有可能产生政治中的曝光效应的地方是国会初选。在这些选举中，

常常有不止两名候选人；这些候选人最初都不出名，可能会花费不同

数量的金钱来为自己做广告。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曝光有助于赢得

选票，但是，如果没有庞大资金的支持，情况就不一定如此了。

（Drawing by Levin；1976 the New Yorker magazine， Inc.）找到

了自1972年以来美国参议院与众议院的初选记录，他们考察了以下三

个变量及其相互关系：每个候选人先前的曝光数量（他初选前的知名

度），候选人初选前在广告上的投入（一个相当好的衡量媒体曝光数

量的指标），以及候选人在初选中的得票率（Grush et al.，

1978）。



这次要用到的是康尼岛的犹太馅饼，小意大利的奶油甜馅煎饼卷，或者威彻斯特的

软糖。

曝光效应以两种方式得到了证实。第一，当所有候选人（三个或

更多）在初选时都不出名，并且他们都为广告制作投入了很多钱时，

决定胜出的最有力因素是为获得曝光而花费的金钱。投入最多的候选

人赢得了57％的选票；而花费第二多的候选人赢得25％的选票。第

二，当某一个候选人在初选时已经有了非常多的曝光机会，例如他们

可能身居要职，处于一个高度被人关注的位置，或者在其他方面非常

有名，曝光效应也发挥重要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竞选运动前的曝光

量是预测能否胜出的最好指标，高度曝光的候选人在参加竞选活动时

赢得88％的选票。

复杂信息的重复

对于人物、艺术品、汉字以及英文单词而言，只要人们最初没有

对它们做消极的反应，仅仅将它们重复曝光就能获得人们更多的好

感。那么，对于充满了论证和推理的复杂信息，重复呈现也能够起到

类似的作用吗？评价一致性原则表明，只要论证信息非常有力，能够



引发积极的认知反应，同时每次信息呈现时人们都愿意并且能够进行

系统的心理加工，重复曝光就能够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对重复

信息进行的持续性分析，应该就会产生一些额外的，与最初好感相一

致的思想。

有两项实验曲折地证实了这一设想（Cacioppo&Petty， 1979）。

实验分别以1次、连续3次，或者连续5次的方式，向大学生被试呈现包

含八条合理论据信息的录音。如图5.1所示，在两个实验中出现了相同

结果模式。与设想一致，相对于只呈现1次信息，当信息呈现了3次

后，被试对信息具有更高的赞成度。很明显，这一影响效果伴随信息

曝光次数增加而增加的发现支持了评价一致性原则。对高品质论据信

息的积极反应随着曝光次数的增加而迅速增长。这一点可以从被试在

最后一次听了信息后所列出的与信息相关的想法中得到证实。那些听

了3次信息的被试所表现出的积极认知反应的数量最多。

但是当被试听了5次相同信息时会有什么结果呢？正如你从图5.1

中所看到的那样，这是一个曲线效应：当呈现次数从1次上升到3次

时，说服效果随之增加；然而，当信息继续重复呈现时，说服效果则

会降低。

图5.1　重复使说服力增强……直到顶峰



无论被试最初赞成还是反对信息中的提议，一个论据有力的信息呈现3次比只呈现1

次的说服效果更强。然而，当呈现次数达到5次时，说服的效果则有所下降。认知反

应也呈现出类似趋势。第二个实验也得到了这些结果。

（资料来源：Cacioppo and Petty， 1979. Copyright 1979 by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Adapted by Permission.）

为什么当信息重复超过了一定次数后，对其的赞成程度会降低

呢？须知，物极则“必反”，好事过多，多到让人对其进行重新评估

时 ， 就 可 能 转 变 成 坏 事 。 相 信 你 肯 定 听 说 过 过 度 曝 光

（overexposure）。如果信息呈现过于频繁，人们对于信息的反应就

会变坏。这里的原因有很多。一种可能性是思维饱和（thought

satiation）（Leippe， 1983）。对信息的持续分析可能会导致个体

不再以评价一致性方式对信息进行评价，从而最终导致对信息不那么

积极的评价。当曝光次数由3次增加到5次，被试在实验中表现出了消

极认知反应的增加和积极认知反应的减少。然而，更有可能的解释

是，厌倦感（sense of tedium）会助长这种消极思想：人们会对这些

信息感到恶心。最后，这种“转变”的另一个原因还有可能是所谓的

心理阻抗（psychological reactance）（Brehm， 1972）。当人们感

到他们选择的自由受到了外部力量的威胁时，心理阻抗就会发生。通

过做出与这一外部力量的期望相反的选择来重申自己选择的自由是一

种很自然的倾向。汤姆·索耶（Tom Sawyer）称之为“逆反心理”。

相同信息的过度曝光可能会造成一种被信息“扼住咽喉”的感觉。你

的内心反应可能就是：“哼哼，我才不会这样做呢。”



重复（以及其他一些因素）可能导致心理阻抗。

（Rose is Rose， 1988；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United Features

Syndicate， Inc.）

重复多少次才算过度呢？这要取决于信息本身。例如，通常情况

下，信息越复杂，所需要的曝光次数越多。这是因为在这些信息中有

更多的东西需要以评价一致性的方式进行学习和反应。通过呈现一些

稍微不同的信息，即相同主题下的变式，就可以避免这种从积极反应

到消极反应的转变（McCullough&Ostrom， 1974）。在重复呈现中提

供一些新颖的东西能够让事情变得有趣，并且暗示了重复的必要性

——使更多的信息被理解。另外，我们接受的信息变式，可能会促进

我们用自己的知识、信念和记忆中的经验来与之建立新的联结。（回

想一下你的大学课程，你希望哪些内容有更多的重复，哪些重复一次

你都觉得太多了。）

下面，让我们来总结一下目前已经讨论过的东西。（你的意思是

你将重复那些已经讲过的复杂信息，以便于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接

受？是的，如果你希望采纳这种方式的话）。除了过度曝光效应外，

总体原则是：对一个简单或复杂信息做出的认知反应越多，那么：

（1）我们关于这一信息体的态度就变得更加的极端；（2）我们的新

态度与我们的信念、知识和相关态度所建立的联结就越多。把某一观

点变得极端并使其深深地嵌入（到一个人的心灵里）是成功说服的标

志。（就像一首老歌所唱的那样，“一遍又一遍，你不断地听到我

说，我是如此幸运能够爱着你……”这一点不止针对“对物品的喜

爱”也可针对“对人的喜爱”）。强烈态度的植入也为说服的持续性

奠定了坚实基础。现在我们就来讨论这一点。

保持：让说服经得起时间考验



有什么直接证据可以证实那些导致了强烈和极端态度的信息具有

更持久的影响吗？为了找到这样的证据，社会心理学家做了很多研

究。他们首先向被试呈现一条说服性信息，然后过一段时间——几

天、几周或几个月后——再对被试的态度进行测量。这些研究很值得

我们关注，因为它们不仅证实了引入强烈和极端态度的重要性，还揭

示了其他一些影响说服持续性的重要因素——一些可以让说服得到很

好控制的因素。请记住，通常情况下，当你在购物、投票、支持一个

目标或者选择一个职业时，说服者更关心你在接触了他们的信息一段

时间之后的态度，而不是你在接触了他们的信息之后即刻产生的态

度。

再说一次，反复而更强烈地

怎么做？更强烈地！我们已经提到，不断重复一个令人信服的信

息有助于形成强烈且极端的态度。如果这种态度能够维持得久一些，

那么信息的重复就可以被用来延长它对人们的影响。这一点实际上已

经在几个实验中得到了证实（Johnson&Watkins， 1971；Ronis et

al.， 1977；Wilson&Miller， 1968）。在其中一个实验中，被试分

一遍或五遍重复聆听了一段有关反对用胸透来检测肺结核的对话

（Johnson&Watkins， 1971）。实验者告诉一些被试，这一信息是源

于一个肺结核方面的医学专家；而告诉另一些被试，这一信息源于一

个庸医。图5.2呈现了在不同实验条件下的态度反应。

结果并不出人意料，庸医是非常不足以让人信服的，而专家的意

见则赢得了非常高的接纳。有趣的是，对专家信息的接纳并没有立刻

受到重复的影响。实际上，重复产生的影响在4周以后才变得明显。在

4周后，在另一个看上去似乎不同的更大的调查中，被试第二次被问到

与该话题有关的问题。正如图5.2所显示的那样，那些重复聆听了5次

专家信息的人，在4周后的赞成度与4周前紧随信息曝光后的赞成度一



样强烈；而那些只聆听了一次专家信息的人在4周后的赞成度有所降

低。这一实验提醒我们，要保持住最初的态度改变，信息的重复是必

需的。

在立即后测时缺乏重复效应是否与评价一致性原则相矛盾呢？不

一定。在约翰逊和沃特金斯的研究中，被试仅一次接触专家信息似乎

就导致了几乎最大程度的赞成，即出现了“天花板效应”；因此，几

乎没有留给重复效应更进一步增强赞成度的空间。另外，因为每次呈

现之间只有20秒的间隙，像断唱一样呈现5次信息可能让被试产生了某

种阻抗。

如果对似乎合理的论点的持续性思考会使人形成一种与记忆中相

一致的信念和知识有“很好联系”的态度——该态度因此能够很容易

地从记忆中提取，那么，重复使说服得以持续是有道理的。实践让说

服效果更加完美。然而，请注意，重复的这一价值需要受众对信息进

行系统分析才能得以显示。仅仅依赖于快捷但低质量的直觉线索是盲

目的，因为没有对极化和态度反应的基础做必要思考。如果受众只采

用直觉线索，那么最多只可能得到一点单纯曝光效应。在刚才描述的

实验中，除了第一种条件，被试都明显地对所呈现信息进行了一些系

统化分析，因为那些聆听了5次信息的被试能够非常好地回忆起信息的

内容。



图5.2　重复信息具有更加持久的影响

被试一次或者连续5次聆听了关于胸透的信息。信息源被说成是一个医学专家或一个

非专家。当信息被归结于专家时，信息具有更强的说服性影响；但是只有当这一信

息被重复的情况下，这一更强的影响才会长时间地持续。

（资料来源：Data from Johnson and Watkins，1979.）

系统分析：主动的头脑产生持久的态度



无论是受到重复或是其他一些方法的促进，源于主动而系统的心

理加工的态度改变是最持久的改变。我们在第3章中已经了解到，态度

和行为的一些最深刻和持久的改变有时能够通过自我说服

（self�persuasion）来达到。在恰当的条件下，吸烟者完全能够说

服自己戒烟。儿童能让自己相信电视节目中的暴力是虚假的。自我说

服之所以能起作用，是因为个体触动了他们的内部心弦，产生了一些

令人信服的观念和论据；而这些观念和论据之所以能令人信服，是因

为它们源自于个体自己的价值、观念和知识系统。同样的道理，不管

自我产生的论据是源于对信息的积极思考还是源于对角色扮演指令的

反应，这种论据都是难以忘记的。

一位研究者通过使用角色扮演的一种变异形式表明，人们自己的

观念比他人的观念更能够产生持久的说服效果（Watts， 1967）。在

实验中，控制组被试被动地阅读了一篇似乎很有道理的论证社会政策

的600字文章（例如：“法官应该对那些青少年犯罪者更加仁慈一

些”）。积极组被试则就同一政策撰写了一篇“非常令人信服的论

证”文章。在某种意义上，实验组被试扮演了政策倡议者的角色。阅

读组和写作组的态度改变并没有立即表现出差异。在阅读或撰写文章

后，两组对所提出政策的赞成度有相同增长。但是6周以后，写作组被

试自我诱发出的赞同没有任何下降，而阅读组中大多数被试的态度部

分或全部地恢复到了阅读那篇文章之前的状态。此外，比起阅读组被

试，写作组被试显然能够更多地回忆起这一政策及其立场——“他们

自己的立场”。

主动创造的信息能够引起心智投入，并且这一投入的产物——认

知反应——是难忘的。从理论上来说，阅读信息能够取得相同效果；

但是，只有当受众对信息进行了大量系统的分析从而产生了众多的认

知反应时，才能取得相同的效果。例如，研究表明，当通过提醒受众

注意信息的高度个人相关性而提高了系统化心理加工量时，由信息导



致的态度改变就会更持久（Chaiken， 1980）。我们似乎总是能够更

好地记住我们自己对某一信息的反应而不是信息中所包含的具体内容

（Greenwald， 1968）。附带说一句，这一事实对于进行主动学习

（active studying）——自我测验、写总结和知识整合——而不仅仅

是简单地被动阅读和听讲而言，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论据支持。从某种

意义上说，这种积极主动投入的方式能够让你“拥有”信息，而不仅

仅是暂时的借用信息。

显然，关于主动地创造信息和被动地阅读信息的比较研究进一步

解释了我们在第3章中已讨论过的关于自我说服和诱发服从的研究。此

外，这一研究是否暗示让人们扮演与自己相反观点的倡导者角色是一

个比“向人们传递信息”更加有效的长期性说服策略呢？答案是否定

的。结构化说服信息的一个很大的好处在于，信息传达者能够对信息

内容进行控制。相反，即使人们能被哄骗住而产生一个与他们现有态

度相反的观点，他们可能会因为知识的缺乏或一种强迫感（想一想在

认知不协调情况中自由选择的作用），而去做不足以令人信服的事

情。设计理想的说服信息的诀窍在于，使信息的受众对该信息形成相

当多的赞成性的“自我认知反应”。

积极而丰富的认知反应，能够使说服不受发生在社会影响沙场中

各种事件的影响——信息本身成功地达到其说服目的。现在让我们来

考察一下这类信息后的事件，包括对信息传递者的怀疑，以及与相反

论据的接触。

态度：自发的从属者

想象一下这一连串事件：在玛丽居住的地区里，当地有线电视公

司正与某一体育电视网就合同争端问题进行磋商，该体育电视网的播

出内容几乎囊括了当地篮球队、曲棍球队的所有比赛。有线电视台希



望体育电视网提供“有偿服务”，只向那些支付了额外费用的用户提

供服务；而体育电视网则坚持自己应该是“基本服务”的一部分——

所有用户都有权利收看他们的节目。在这一事件中，双方都既有赞同

者又有反对者，因此问题变得非常复杂。但大部分体育迷，比如玛

丽，都认为有线电视台是坏家伙，因为它在合同沟通期间完全拒绝转

播体育电视网的节目。与成千上万的体育迷一样，玛丽没有办法看到

她喜爱的球队的比赛。有一天当玛丽在换台时，突然看到了一个商人

模样、风度翩翩的男士正在解释为什么体育电视网应该是一个付费服

务。对玛丽而言，他的论证——对玛丽来说很新颖——非常在理，给

玛丽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时电话响了，玛丽离开电视去接电话。当她

回来时，她认出了这个在电视中讲话的男人是谁了：该死的有线电视

公司那个令人讨厌的总裁。玛丽沉思道：“哼！原来是那个家伙。我

原以为他的观点很有道理，但显然他是不值得信任的。对于他的观点

我需要多思考一下。同时，我是不会为他的有线电视服务付费的。”

然后她就离开了电视。

几周以后的某一天，玛丽与一个朋友讨论到了关于有线电视的争

端问题。当朋友（一个狂热的篮球迷）为体育电视网的立场辩护时，

玛丽打断了他的话，并给出了自己的理由；而这些理由与那个令人讨

厌的有线电视台总裁在电视上给出的理由是相同的。玛丽说尽管她不

喜欢有线电视台，但是她相信体育电视网应该是付费的服务。有趣的

是，玛丽并没有意识到她给出的意见源于她并不喜欢的信息源。她现

在成为了敌方的支持者。

睡眠者效应。上述情节不可能发生吗？不见得。事实上，在玛丽

身上出现了延迟说服效应。延迟说服效应已经在许多实验中得到了证

实。睡眠者效应（sleeper effect），顾名思义，是指信息并非立刻

产生说服力，因为没有紧随信息之后而发生即刻的态度改变；然而，

在间隔了一段时间后——可以认为是受众有“好整以暇，翌日再作打



算”的机会时，信息就变得有说服力了。睡眠者效应是卡尔·霍夫兰

和他的同事们在50多年（本书英文版出版于1991年，因此，该版本里

为“40多年”——编者注）前发现的（Hovland et al.， 1949；

Hovland&Weiss， 1951）。但是，直到几十年以后，人们才确认了睡

眠者效应产生的必要条件。

在两个具有代表性的研究中，大学生首先阅读了一篇1000字左右

的文章，这篇文章反对一周4天工作制的提议，它明确地指出这样会造

成许多问题，并引用了该提议会降低员工满意度这一证据（Gruder et

al.，1978；Pratkanis， 1988）。准确地说，被试将这一篇文章阅读

了两遍，首先是在实验者的指导下阅读了每一段落的内容，然后就写

作风格再阅读一次。实验设置了三种不同条件。第一种是“清晰”条

件，被试先阅读完文章，然后再回答有关文章的各种问题和他们对文

章的态度。第二种是“线索先于信息”的条件，在被试阅读文章之

前，先向他们呈现两条“折扣线索”；这两条“折扣线索”旨在引发

一种消极反应——让被试不理会或忽略信息。一条线索源于杂志主编

撰写的短文，让被试相信该短文和他们所阅读的文章刊登在同一期杂

志上。杂志主编撰写的短文指出，下期杂志将要刊登一个新证据；新

证据将有力地说明本篇文章的结论是虚假的，一周4天工作制不会造成

任何问题，相反还会极大地提高员工的满意度。另一条折扣线索则是

存在于文章前面令人讨厌的陈述中，而这样的陈述必然会引起心理逆

反（例如：“所有聪明人都没有选择而只能相信”）。在第三种“线

索后于信息”的条件中，在被试阅读完文章之后，再向他们呈现这两

条折扣线索。

图5.3显示了3种条件下，在刚刚阅读完文章后和6周后被试对文章

的赞成度——6周后的评价通过电话采访获得。你能够看到，在没有两

条折扣线索时，“直接—清楚”的信息最初具有非常高的说服性；然

而这一强大的说服影响在六周后却消退了。那么，在实验中两条折扣



线索具有什么效果呢？设置这两条线索的目的是制造一种低信任度和

低控制性的印象，就如同玛丽对有线电视台总裁的印象一样。毫不奇

怪，两条折扣线索抑制了最初的说服。但6周后对说服影响进行检验

时，在“线索后于信息”，而不是“线索先于信息”的条件中，对信

息的赞成度事实上随时间而有所提高。与玛丽的情况相类似，当“坏

线索在后”时，被试对他们最初曾拒绝过的立场表示了赞同。

我们怎样解释睡眠者效应呢？首先我们需要知道，态度能够独立

于信息记忆和引发它的环境而存在。事实上，认知科学家认为，（关

于事件、人物和问题的）态度与知识在我们记忆系统中是分开存储的

（Anderson&Hubert， 1963；Tulving， 1983）。考虑到态度和信息

在记忆中可能的独立性，那么让我们来考虑一下那些在接触了信息之

后再阅读线索的被试的经历。他们在两次阅读这一信息中获得了许多

的东西，并因此拥有了最初的积极认知反应。随后出现了使人对信息

产生不信任的折扣线索。这些线索引发了强烈的消极认知反应，并且

这些认知反应对态度形成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毫无疑问，被试没有改

变他们的态度；他们固守了他们在文章呈现前就拥有的态度——在这

一例子中就是对一周4天工作制持中立偏赞同的立场。但是这并不意味

着被试忘记了他们在阅读信息时形成的以信息为基础、有利于信息的

反应。由此，如果这些反应比态度更好地被记住的话，那么当人们有

机会再考虑这一事件时就会重新回忆起这些反应。此时，这一信息就

将产生延迟效应或睡眠者效应。



图5.3　睡眠者效应

反对一周4个工作日的信息在其单独呈现时具有说服性；但是，当暗示着该信息应该

被否决的“折扣线索”在此之前或之后呈现时，则不具有说服性了。当折扣线索在

信息之后呈现时，会出现延迟说服效应——睡眠者效应，即态度的改变随着时间的

流逝而增强。

（资料来源：Pratkanis， Greenwald， Leippe and Baumgardner， 1988.

Copyright 1988 by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关于沟通过程中对信息的态度和认知反应的分离存储是被称为差

别 衰 退 假 说 （ differential decay hypothesis ） 的 第 一 部 分

（Pratkanis et al.，1988）。其第二部分对于解释为什么态度被遗

忘（衰退）得更快是非常必要的。有研究者提到：内容（以及对内容

的积极反应）能更好地被习得。请记住，被试把信息阅读了2遍，并且

被明确要求对信息内容进行评价。这一事实说明了睡眠者效应的一个

重要条件：信息必须被仔细地分析过——被系统化地加工——所以

（1）信息比折扣线索更加难忘；（2）如果没有那些折扣线索，信息

可能已经具有了说服性。

睡眠者效应的形成还需要最后一个条件。请注意，如果线索先于

信息呈现，就不会发生睡眠者效应。至于原因，关于边缘线索如何影

响对信息的系统化加工的新知识应该能够告诉你。在被试阅读信息

时，由边缘线索引发的怀疑和愤慨已经影响到了被试对信息的评价，

这种怀疑和愤慨怂恿被试产生了更多的抗辩和其他针对信息的消极认

知反应。其结果是，态度和认知反应在抗拒信息的立场上达成了一

致，这使两者在记忆中分离存储的情况变得无足轻重。对态度或认知

反应的回忆都可能产生相同的消极反应。因此，要产生睡眠者效应，

折扣线索通常必须发生在信息之后呈现。

你能够想到睡眠者效应在现实生活中有什么作用吗？如果你有理

由相信受众会对你所代表的公司或团体持消极态度，那么，请暂时不

要就此声张，直到你将你的信息传递完之后（“……顺便说一句，我

来自你们所讨厌的那家公司，但是请不要因此而抗拒你的新态

度”）。

无中生有的态度。睡眠者效应代表了一类情况，即在记忆中认知

战胜了情绪化的态度。但相反的情况也是常常存在的。即使那些有助

于态度形成的环境、情节和信息已经被遗忘了，但是态度仍然会被保



留下来。你不是经常听到某人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就是不

能忍受X”。

态度可以独立于支持性信息而持续存在，这是我们下一章的关注

点，在下一章中我们将会讨论如何抵制重要态度的改变。未经提取相

关认知的态度表达与捷径思考之间的联系，在直觉判断中，表现得很

明显。作为对情感、知识和信念系统的总体评价，态度是决策和行为

的有效向导。你可以依赖于这一总体评价而不必深究细节。你可以利

用你的态度作为行为取舍的内部直觉线索。

首因与近因：我第一还是我第二

你可能已经注意到，在睡眠者效应的研究中，6周后说服效果的最

好预测者是被试首先接触到的“信息”。对于那些在信息前得到折扣

线索的被试，6周后的态度与信息相对立——“坏”线索获胜。而那些

在信息后得到同样线索的被试，延迟态度有利于信息——信息获胜。

这一首因模式，即先期呈现的信息比后来呈现的信息有更大影响效

果，与许多其他背景下对首因的研究相一致。例如，关于意象形成的

研究表明，人们接受到的关于另一个人的最初信息比后续的信息在其

意象形成中占有更大比重（Anderson&Hubert， 1963；Jones et

al.， 1968）。在一项经典的研究中，几乎所有观察者都把一个最初

表现得外向但后来又显得孤僻的人评定为基本外向的人。但是，当把

相同的行为以相反顺序呈现给另一部分观察者时，大多数观察者则把

这个人评定为内向（Luchins， 1957）。

首因效应（the primacy effect），顾名思义，植根于类似引发

思维极化和偏差解释过程的知觉和认知加工过程。最初的印象形成了

一个心理图式，而这一图式是一个有偏差的过滤器，它对后来的信息



进行选择性的注意和解释。的确，这听起来很熟悉，几乎没有人能够

逃脱“第一印象力量”的影响。

由于有首因效应，那么在辩论赛或法庭辩论中首先呈现观点的一

方是否会更有利呢？研究发现，当接受相反信息与态度测量之间有一

段时间延迟时，首因效应通常会发生作用（Miller&Campbell，

1959）。想象一下这样的情境，首先呈现事件赞同方的意见，然后紧

接着立即呈现反方意见。双方都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其中一半最初犹

豫不决的受众在第二个信息（反方信息）呈现之后立即进行了投票，

而另外一半受众则在一周以后才进行了投票。那些一周后投票的受众

倾向于稍微赞同第一个信息（赞同信息）——首因效应。然而那些立

即投票的受众，或者没有表现出受到信息呈现顺序的影响，或他们会

倾向于对第二个、更新近的（反方）信息更有好感，这一部分结果说

明了近因效应（recency effect）（Wilson&Miller，1968）。

在第二个信息呈现后立即对态度进行测量时，个体对第二个信息

的印象受第一个信息影响的程度，似乎因第二个信息在受众头脑中更

加鲜活这一事实而减弱：第二个信息仍然处在受众的“工作记忆”

中。但在延迟测量中，这一优势就消失了。如果由第一个信息建立了

一个非常强大的图式，那么首因效应就会重新出现。这是另一个有关

认知如何朝着与我们关于态度客体的图式相一致的方向偏移的例子。

在第8章中，当我们就法庭审判——一个顺序效应特别突出的说服情景

——进行讨论时，将更加深入地对首因效应和近因效应进行研究。

现在，让我们进行最后一步。假设你的说服信息已经成功地唤起

了受众强烈而极端、并因此而变得持久的态度反应。而且，由于首因

效应的作用，受众能够抵御来自反面意见的影响。这说明你的说服已

经到达保持阶段：你的信息已经对受众的态度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但



是受众会如你所愿的那样行动吗？现在我们转入说服路径上最后的行

动阶段——从态度改变到行为举动。

将态度转化为行为：最终的说服

在一些情况下，态度改变的保持是说服者的最终目标，甚至可能

是那些主动寻求信息的被说服者的最终目标。例如，当来访者在得到

治疗后形成了对自己更加积极的态度时，心理咨询师和她的来访者可

能都会感到非常满意；教授可能会对他的学生有所“领悟”而感到满

意。然而，在许多其他的情况下，说服者期望由沟通而引发的态度能

够从内在的认知和情感变化转变为某些被期待的行为。现在让我们来

探讨一下与“态度—行为”这一联结有关的因素：这一联结是否会形

成，何时形成，以及联结的强度有多大。

超越态度的情境力量

尽管我们通常重视一致性，但是我们并不总是以与我们的态度和

信念相一致的方式来行动。的确，我们所探讨过的许多社会影响过程

都依靠情境因素的力量来征服个人因素——个人先前的信念或价值。

让我们回顾一下，在阿施的团体从众研究中，许多被试公开声

称，他们把两条实际长度非常不同的线段判断为长度相等，是为了应

对他们所在团体的虚假共识所导致的社会压力。但是，当被试的判断

不被团体中其他成员听到时，这种与团体的一致性会减少；这意味着

被试公开的从众实际上不同于他们个人的信念。

类似的内部状态与外显行为之间的冲突也表现在米尔格拉姆服从

实验的被试身上。这些被试同意参加这一研究，并相信他们能够帮助



另一个被试，即“学习者”，改善记忆。但是很快他们就发现自己在

伤害他人而非给予帮助，他们开始表达异议。许多被试对给予他人似

乎很痛苦的高压电击惩罚表现出了忧虑。然而虽然他们口头上表达了

异议，但是他们并没有不服从。被试的电击行为更多地受控于强大的

情境因素，而不是伤害学习者的动机、其他反社会的态度或者在研究

开始时被告知的有关这一研究的积极价值的控制。

重要的他人。正如我们在本书中已经看到的那样，通常，社会情

境中的人才是社会情境中最有力的影响势力。如果我们仅仅注意自己

的态度，那么陌生人甚至都可能使我们以自己不情愿的方式行动。艾

伦·芬特（Allen Funt）的电影《偷拍》（Candid Camera）[《完全

暗藏的录像》（Totally Hidden Video的前身）]在许多情节中利用了

这一有力的影响原则。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情节是，当一组陌生人在

电梯中一起转向后方或其他任何方向时，一个没有疑心的电梯乘客也

跟着转向。

既然陌生人在这种瞬息即逝的情境中都能够对人们的行为产生影

响，那么想一想在日常生活中与我们有重要联系的人会对我们产生什

么样的影响。因为正在学习芭蕾的小女儿非常喜欢芭蕾，所以一点也

不喜欢芭蕾的父亲，可能会去购买昂贵的芭蕾舞演出门票，并且尽职

尽责地，以满面笑容而且感兴趣的样子，陪妻子和女儿看完整场演

出。一个对堕胎合法化存有疑虑的年轻女性，在其赞成人工流产的朋

友面前，仍然可能会拒绝接受反对人工流产的文献。一个高中生是否

会吸毒，在很多程度上取决于他的朋友是否吸毒。（在许多情况下，

“毒友很难成为真正的朋友”）。

理 性 行 为 理 论 （ the 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

（Ajzen&Fishbein， 1980）强调重要的他人在态度—行为关系中的作

用。图5.4描绘了理性行为理论。这一理论指出，影响行为的一个主要



因素是人的行为意向。然而，我们现在更感兴趣的是，行为意向的两

个决定因素：（1）对相应行为的态度，态度本身来自于一个人关于相

应行为及其可能结果的信念；（2）主体规范，即关于重要他人是否赞

成这一行为的信念。因此，在任何一个特定场合中，态度能否引导行

为取决于主体规范是否赞同行为，取决于主体规范或态度对于个体的

重要性。从这一视角出发，如果一条说服性信息能够塑造个体对信息

主题的信念，能够塑造个体对重要他人及社会团体如何考虑这一信息

主题的信念，以及他们会如何对这一主题做出反应等的信念，那么这

个说服性的信息就最有可能引发态度和行为的改变。

图5.4　理性行为理论

从认知链到行为的理论。箭头指示影响的方向。

（资料来源：Ajzen&Fishbein，�1980. Adapted by permission of Prentice
Hall， Inc.，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适时的不一致性。无论微妙或强大，社会压力都不是能引发与态

度不一致行为的惟一情境特征。不一致的行为可能也源于对所从事事

物的全心投入，例如，设法在同一时间内做太多事情，或者只是为了

急于达到某个目的而忽视了与态度相一致的行为。当本书作者之一所

居住的那个小镇开始一项雄心勃勃的废物利用计划时，作为一个对废

物利用持有强烈积极态度的坚定环保主义者，他最近十分高兴。小镇



的每户居民都得到了一个用于放置旧报纸、金属罐和玻璃瓶的塑料容

器，这一塑料容器每周会被清理一次。居民只需将这几类材料的垃圾

从其他垃圾中分拣出来，并每周一次地把这一容器放到门外以供回

收。多棒的想法啊！作者与他的家人立刻开始投入到了这一具有环保

意识的行为中。成为一个尽责市民的感觉非常好。

然而，分拣和储存这些可回收物品会让人觉得厌烦，而且回收过

程涉及到许多细小的麻烦和一些时间、精力的付出。作者偶尔也未能

从事废物利用行为：例如，他整个晚上都在做家务，并且在眼看就要

做完了，可以开始准备他第二天上午的新课时，他想起来他还不得不

分拣和包装那些玻璃瓶、金属罐、塑料瓶、报纸、纸箱等等。“我已

经疲惫不堪了，该死，这次就把它们全都放到同一个袋子中吧”。下

一次，他就会更容易为自己为什么不做恰当的事情找到借口，为自己

为什么总是不能把好意转变为“正确行为”找到托辞。

作者的这种态度—行为的不一致性，与在著名的旁观者干预研究

中由研究者创设的时间压力所引发的不一致性类似；当然，在这一研

究中，态度—行为的不一致性更富有戏剧性（Darley&Batson，

1973）。在实验者的指示下，被试从一座大楼走向另一座大楼，去那

里录制一段演说，而演说的素材是他们在研究的第一阶段思考过的内

容。被试对自己穿过校园到达录音棚所花费时间的预期，是通过实验

者的指导语得到系统化操纵的。研究者把被试随机分为三组。对第一

组被试，研究者告诉他们，你们有足够的时间到达录音棚；对第二组

被试，则让他们相信需要加快速度，才可能准时到达那里；而第三者

被试则被告知，他们已经晚了，不得不匆忙地跑过去。在从一座大楼

到下一座大楼的途中，每一个被试都会从一个坐在门口、不断呻吟咳

嗽、衣衫褴褛的人身边走过。这个明显需要帮助的人实际上是研究者

的同谋。我们感兴趣的行为是，被试是否会停下来帮助这个人。在那

些不着急的被试中，有63％的人停下来帮助了那个人。相反，在那些



“已经迟到”的被试中，只有10％的人给予了帮助，而那些能够“准

时到达”的被试，在旁观者干预中处于中间位置（45％的人给予了帮

助）。

何时乐善好施者不再乐善好施。在你完全理解为什么我们为这一

研究贴上“戏剧性”的标签前，你还需要知道关于研究结果的另外两

点真相。首先，所有被试都是普林斯顿神学院的学生，是一些你可以

期望肯定会乐于助人的人——而不是那些大都市的冷酷居民。其次，

这些神学院的学生所要演讲的内容是好心的撒马丽亚人这一寓言。在

此寓言中，一个普通路人对路边一个受伤的人给予了帮助，而一名匆

忙的牧师和一名利未人[1]却径自从那人身边走开。在研究的第一阶

段，曾向被试提醒了这一寓言；这一提醒类似于得到了一条有助于强

化对处于困境中的人提供帮助这一积极态度的信息。但是，几乎所有

匆忙的被试都没有去帮助那个需要帮助的人；这样的行为明显有悖于

他们的态度，显然有悖于实验情境中开始阶段引入的基本价值观。但

匆忙和全神贯注确实能够导致这样的行为——即使是好心人也如此。

然而，在为这些神学院学生辩解时，我们还应注意到，在某种意

义上这些学生表现出了一致性：他们迅速赶到录音棚是对实验者提供

了帮助，而这种帮助正是他们在这一情境中的主要目标。被试表现出

一个神学院学生应有的行为，去帮助那个需要帮助的人；在这一行为

背后，可能是两种助人行为之间的冲突，而不是个人的冷酷无情

（Batson et al.， 1978）。因此，个体对情境、目标的优先顺序和

达到这些目标的方式的界定，在决定行为是遵循还是背离我们的态

度、人格或价值观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社会心理学的魅力在于，它关注情境与人的力量如何与我们通常

所期待的他人态度——有时是我们自己态度——的行为表达之间进行

互动。某一特定背景下的时间压力和重要他人是情境的两个组成成



分，这两个成分能够征服态度的激活。当情境和情境中的人是新颖的

或陌生的——与我们所熟悉的不一样时，它们同样也能够对我们进行

控制。于是，无论态度还是习以为常的习惯和认知策略都无法发挥作

用了。这时，我们就会对如何恰当地行动感到迷惑。当我们还没有完

全明白在特定情境中什么是恰当的行为，而又希望做出恰当的行为

时，我们中止了惯有的反应模式，容许情境中突出的线索来引导我们

的行为。我们“遵从这一引导者”；我们服从征兆、规则和似乎为共

识性的反应。

当态度屈从于行为：一致性的条件

如果像态度这样的内部状态是行为的惟一决定因素的话，对社会

影响的理解可能就会简单很多，并且可能会令人厌烦。另一方面，除

非态度有时确实能预测行为，否则我们不妨废除态度这一概念。在没

有与行为发生实际关联的情况下，态度可能是毫无用处的。幸运的

是，当态度具有了某些特征时，它通常确实能够预测行为。明确地

说，态度—行为一致性在以下几种情况中就是一种规则：（1）态度强

烈并清晰时；（2）态度与当前情境所要求的行为相关联时；（3）态

度和行为与态度系统中另一个相同成分（认知反应或情感反应）有紧

密关联时；（4）态度对于个体非常重要时。对这些特征的进一步探讨

将告诉我们，说服性沟通怎样以及在什么时候能够有效地改变态度和

行为。

强烈而清晰的态度。相对于通过直觉决策原则而产生的态度改

变，经由系统信息分析而造成的态度改变倾向于更加稳定和持久。系

统化的加工会产生更多的认知反应，而这些认知反应会使作为结果的

态度“被仔细地思索过”并与信念、价值观和知识形成“紧密连

接”。在需要一个对态度客体进行行为反应的情境中，相应的态度应

该已经存在于头脑中了（因为已经建立了许多相关联的连接），同时



应该清楚这一态度暗示了什么样的行为（因为这一态度被仔细地思索

过）。只要反向的情境力量并不太强烈，就会产生与态度相一致性的

行为。

支持这一推论的证据源于一项研究。在这一研究中，实验者通过

变换信息的个人相关性，从而使一些被试比其他被试能够更加系统化

地对信息进行分析（Leippe&Elkin， 1987）。在实验中，被试阅读到

一条宣传大学政策（停车收费或强制性毕业考试）的信息；被试被告

知，这一政策可能会在明年（高个人相关性）或6年以后（低个人相关

性）生效。在信息呈现后，被试首先表达了对这一政策的态度；然

后，在被试认为这一实验已经结束时，被告知自己有机会以自愿写信

的方式向制定这一政策的大学委员会表达他们的感受。就像以相同方

法操纵个人关联性的其他研究一样，高个人相关性的被试比低个人相

关性的被试对信息进行了更多的系统化思考。

大多数高个人相关性的被试（占74％）以与自己的态度相一致的

方式行动；他们首先表示自愿给大学委员们写信，然后确实写了与他

们在信息呈现后立刻表达的态度相一致的观点。相反，在那些认为此

事与自己只有很低关联性的被试中，只有21％的人以与自己的态度相

一致的方式行动。

其他研究也表明，植根于系统思考的态度比那些肤浅的态度更加

能够预测行为。一项以威斯康星大学学生为被试的研究先测量了大学

生关于环境保护的态度和知识（Kallgren&Wood， 1986）。几周后，

研究者对下列行为进行了观察：（1）被试是否在一个支持环境保护的

请愿书上签名；（2）他们参与一项新的废物利用计划的程度。研究发

现，相关知识丰富的学生比相关知识匮乏的学生更倾向于以与他们先

前所陈述态度相一致的方式行动。



也有研究表明，通过对态度客体或事件的直接经验形成的态度比

通过间接方式形成的态度，对行为更具有预测力（Fazio&Zanna，

1981）。这类研究的一个例子是，先分别以两种不同方式向被试介绍5

种类型的智力难题。一种方式是，允许被试以通过解答这些难题的方

式来直接体验难题；另一种方式是，被试通过观看实验者描述智力难

题以及相关解决方法的方式来间接体验难题。接着，通过让直接体验

者和间接体验者评定每类智力难题的趣味性，来揭示他们对每类难题

的态度。在评定之后，被试有15分钟“自由娱乐”的时间，他们可以

在这期间尝试解答自己所选择的智力难题类型。研究者观察了每个被

试尝试解答每类智力难题的次数，这种方法清晰地测量了指向态度客

体（智力难题类型）的行为。对于那些通过直接体验而形成自己态度

的被试，态度预测了行为。一般来说，直接体验的被试在那些他们最

喜欢的智力难题上的尝试次数最多；而对他们最不喜欢的智力难题的

尝试次数最少。相反，对于那些通过间接体验而形成态度的被试，态

度与行为之间的一致性很小。

直接经验的影响并不局限于解决智力难题上。对于那些花费很多

时间与吸烟者在一起的青少年，他们对吸烟的态度能够更好地预测他

们开始吸烟的意向（Sherman et al.， 1982）。同时这一关系还应扩

展到行为上，因为意向常常引导行为（见图5.4）。类似地，对于那些

有过母乳喂养经历的母亲，对母乳喂养的态度能够更好地预测她们是

采取母乳喂养还是人工喂养（Manstead et al.， 1983）。

为什么对态度客体的直接经验能够产生如此巨大的差异呢？主要

原因似乎是，基于直接经验的态度比基于间接经验的态度更加强烈和

清晰。通过对态度客体的直接体验，我们能够更加了解态度客体；最

重要的是，我们对态度客体的了解与我们应该如何行动，以及行动的

结果是什么有直接的关系（Fazio&Zanna， 1981）。相对于仅仅被动



地接触情境的信息特征，个人经验还倾向于涉及更多的情感卷入。与

这类知识相关联的态度将是行为的一个明确向导。

这些发现对说服性信息有什么意义呢？首先，因为说服性信息主

要来自于间接的信息源，这阻碍了信息引发态度改变进而转变为行为

的效能（请注意，与诸如角色扮演或认知不协调性短文撰写等自我说

服过程相比较，源于间接信息源的信息其效能相形见绌。尽管角色扮

演并不真实，但它比被动地聆听更加接近于直接经验）。其次，效能

受阻的原因也同时提供了改进信息效能的途径。信息的构建应该有利

于受众以生动具体的形象来思考问题或态度客体，这些生动具体的形

象应该对行为有明确的意义。

这就是电视商业广告常常采用使观众“身临其境”的意象的原

因。有不少你所熟悉的行为意象：想象一下你在地中海俱乐部的假

日；坐在一部性能优良的汽车后座上时，感受着“精美的科林斯皮

革”，体验平稳的行驶（从驾驶员视角拍摄的镜头）。关于酒后驾车

的公益广告可能会涉及一系列的行为；把你的车钥匙拿给酒吧的男招

待，让他为你叫一辆出租车，然后出租车将你安全舒适地送回家。这

样，你就会懂得，这种负责任的行为并不像看上去的那样困难和令人

窘困。

一旦极富创意的广告人创造了这类行为意象，视频媒体就具有了

让观众替代性地体验感兴趣产品的能力，这正是视频媒体的巨大优

势。然而，发挥视频媒体优势的底线是，当个体接触到态度客体时能

够自动激活强烈而清晰的态度（Fazio， 1990）。这是获得态度—行

为一致性的关键。在态度能够引导行为之前，态度必须能够从记忆中

被提取出来，并且能赋予个体关于如何行动的清晰线索。如果态度客

体不能够激活强烈而清晰的态度，那么就为情境因素对行为产生更大

影响打开了方便之门。



相互关联的态度。态度客体本身常常出现在一个复杂情境中。因

此，某一态度的激活可能伴随着对同一情境中其他客体或事件的多种

态度的激活。换句话说，复杂情境可能会激活复杂的评判，从而阻止

某一特定态度向特定行为的直接转变。例如，一个业主对高质量的公

共教育和把大量财产税投入到公共教育领域持有积极的态度；但是，

他仍然可能投票反对某一教育预算的提案，因为这一提案涉及到大幅

度提高财产税。这是一个态度—行为的不一致性的突出例子吗？在一

定意义上说，是这样的。另一方面，这个例子可能还涉及其他态度和

信念。这个业主的反对票可能是基于对当地学区的行政部门和教育董

事会的消极态度；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教育税的增加主要有利于教

育管理部门，而这些部门的机构过于庞大并且得到了过多地投入；或

者基于这样一种信念，税收的大幅度提高对于个人而言是个很大的经

济负担。因此，上述行为可能涉及到大量相冲突的态度和信念。对行

为有最大影响的态度，通常是在要有行为反应的情境中最重要或者最

突出的（最充分被激活的）态度。

同时，与这类行为有特定关联的态度，对行为会有更大影响

（Ajzen&Fishbein， 1980）。概括化的态度（“我赞同由地方税收支

持的高质量公共教育”）倾向于预测在许多场合下人们一般会如何行

动。而特定的态度（“我反对奥克兰公立学校的财政预算”）则预测

特定的行为——在这一例子中，可能是对那个特定预算的表决，或至

少是在当地学校董事会上反对这一预算的发言。因此，当试图劝说人

们形成一个特定的态度并按态度行动时，说服性沟通者的论证需要直

接陈述特定问题或客体的价值，以及明确推崇的行为。

基于情感的态度与基于认知的态度。正如我们在第1章中所讨论

的态度系统这一概念那样，态度既以情感为基础，又以认知为基础，

而后者涉及信念和知识。正如你可能期盼的那样，某些态度包含着一

个特别有力的情绪成分。例如，一个体育迷对当地运动队的忠诚，可



能主要是一种情绪上的依恋，而几乎没有认知性的“合理化”。而另

外一些态度则主要基于“无情感的”认知和信念。你喜欢一门课程不

是因为它“让你变得兴奋”，而是因为你相信这门课程为你提供了达

到你个人的重要目标所需要的基本知识和经验。

一种成分（情感或者认知）可能是某一特定态度的支配性基础

（Mill�ar&Tesser， 1986）。这有助于解释广告界中的某些神奇之

处。通过富有感染力并令人难忘的商业广告，产品可能也变得更受公

众喜欢，但在销售上却没有获得更大利润。Alka�Seltzer消食片的广

告便是一个例证。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几个有关泡腾片的有趣而吸

引人的商业广告大量地出现在了电视广播中。广告中包括了一些带有

令人难忘的广告语，例如在一个可怜的家伙吃完了一整个比萨饼或一

整盒巧克力的镜头中出现的广告语：“我不敢相信我居然把所有的东

西都吃掉了”。同样还有“扑通、扑通、噗哧、噗哧，哦，让人感到

多么的轻松啊！”实际上，这些广告语在一段时间内变成了一种流行

的表达。公众喜欢这些广告，并且报告了对这一产品的积极印象。然

而，Alka�Seltzer消食片的销售额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都在下降

（Kahn， 1987）。为什么呢？

部分原因在于，这是有关态度和行为（购买）分别与产品的态度

系统中不同成分发生联系的一个经典案例。消费者对Alka�Seltzer消
食片有一个积极意象，这一积极意象主要由好感构成；而这种好感本

身源于令人愉悦的广告和极其熟悉的品牌名称。然而，消费者的购买

习惯则更多地是基于认知性的考虑，即哪种溴化物对他们偶尔不适的

肠胃来说是最有效的。新产品似乎是“新近开发的”；并且广告定位

于导致肠胃不适的更时髦的病因上（日常压力而不是饮食过量）；这

样，这一新产品更加被看作是对药品的一个理性选择。于是，引导购

买行为的态度是基于与购买决策最相关的一个因素：这一新产品是当

今健康问题的最佳产品。广告中设定的过分进食情节，可能让人们为



自己过去的过度放纵而感到内疚或尴尬。如果这样，那么广告中对那

些可怜家伙的嘲笑会激发起一种消极的个人情绪，这种个人情绪可能

会把Alka�Seltzer消食片与令人不快的情感联系起来。在近几年里，

Alka�Seltzer消食片的广告设计师已经明白了这一点。因此，他们新

近的广告强调的是，现代生活方式的压力和偶尔的暴食。

信息生产者的一个更高的境界是，信息应该涉及并鼓励与态度成

分相关联的认知反应，这些态度成分应该是与行为有最大关联的。如

果行为基于信念和可得信息，那么就应该提供理性思考或者让受众自

己产生理性思考。如果情感很重要，那么就关注情感。

人们对自己关注的问题的态度。显然，人们更倾向于对具有个人

重要性或个人相关性的信息，而不是几乎与个人无关的信息，进行系

统化的思考。通过思考而形成的态度可能更加强烈，并更有可能转变

为与之相一致的行为。有趣的是，信息的个人重要性可能会增强态度

—行为一致性，即使这种个人重要性与更强烈或更丰富的态度无关。

一项在密歇根州立大学进行的研究，考察了大学生对一项1978年提案

的态度在多大程度上预测了他们会打电话力劝人们投票反对这一提案

的意愿；这一提案内容是要求把密歇根州合法饮酒年龄提高到21岁

（Sivacek&Crano， 1982）。毫不奇怪，样本中的大多数学生

（85％）都反对这一提案。但根据其反对的态度而采取行动的意愿，

则在很多程度上取决于这一提案是否会给大学生自己带来不方便。在

法律生效时已经年满21岁的反对者中，只有很少一部分（约12％）愿

意打电话。相反，那些在法律生效时还不足19岁并因此要多“忍受”2

年或者更长时间的反对者中，有47％的人愿意打电话。

人们根据他们自己对问题的态度来行动，有时不管是什么问题。

如果问题不是那么重要，那么情境因素，例如时间压力（“我这周有

比打电话更重要的事做”）和其他相关态度和情感（“我认为给一个



陌生人打电话会让人很尴尬”），就会发挥更大作用。聪明的信息生

产者会强调当前态度的个人关联性。

对说服的奖赏来之不易

现在，我们达到了最终的说服——符合说服者意愿且有意义的行

为改变。成功地达到这一目的并不容易，这就是为什么聪明的影响者

常常会选择一些依从技巧，例如我们曾经在第2章和第3章中讨论过的

那些技巧，以尽力完全绕过态度系统（至少在最初是这样）的原因。

但是说服有它应得的特殊回报，特别是对新信息或新观点进行了系统

化的心理加工时更是如此。这种积极思考会导致信念改变和认知重

构，而通过信念改变和认知重构可以使新的态度铭记于心。当这种内

化发生时，这一新的态度有望被持久地保持并且表现在未来的行为

中。此时，通过说服所获得的不再是一个单一行为或是单一态度反

应。相反，个体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尽管我们使用了一些广告

事例来说明我们的基本观点，但是你应该意识到，你灵魂深处的态度

——这些态度共同构成了你的自我认同（self�identity）的一部分

——来自于你的家庭、学校、朋友群体和社会中的说服性沟通。

一旦形成了强烈的态度，这些态度就会引导你思考和感受日常生

活的方方面面，指导你的日常行为；此时，态度还有另外的一个功

能。态度帮助你抵御各种外部影响压力使你不会有相反的想法和不同

的感受，不会以反态度的方式去行动。因此，态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

“心理缓冲区”，从而帮助我们抵御由新信息和施加在我们身上的依

从技巧所带来的观念动摇。尽管抵御不受欢迎的影响是强烈态度的一

个理想目标，然而，强烈的态度也有其消极面；它让我们变得顽固、

认知僵化和不愿意考虑新的有效信息。在极端情况下，还会导致独

断，使我们只通过已被过滤了的狭窄态度系统来知觉这个世界；而当



时代潮流是积极而健康时，这一态度系统不会“与时俱进”或“随波

逐流”。我们下一章的关注点，是一个对影响者作为社会影响潜在目

标的每个人都非常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有些人能够抵御影响，而另一

些人却非常容易受到影响？他们是如何抵御影响和被影响的？我们将

考察说服的阴阳两面性：抵御影响和接受影响。

小结

本章主要强调了促进说服的后两个阶段的心理因素，这两个阶段

分别是：（1）态度改变的保持；（2）新态度转变为行为。这两个阶

段都需要形成强烈、明确和极端的态度。我们考察了在信息呈现过程

中达到这一目标的方法，描述了态度如何随时间流逝而发生改变，并

且探讨了已有态度和强大情境力量在引发行为改变上的较量。

●信息的重复呈现为信息的曝光、注意、理解和接纳提供了更多

的机会；而曝光、注意、理解和接纳是态度改变所必需的四个阶段。

重复同样也有助于形成极端和强烈的态度反应。

●重复效应在“单纯曝光”研究中得到了证实。那些中性刺激或

最初只是略微被人喜欢的刺激，随着呈现次数的增加而变得更加地被

人喜欢。对于大多数事物，熟悉度越高，就越具有吸引力。然而，最

初不被喜欢的刺激随着曝光的增强会变得更加地不被喜欢。

●从略微喜欢或讨厌到非常喜欢或非常讨厌的两极化，反映了评

价一致性原则。我们按照一致性的方式进行思考：对刺激的最初认知

反应引导着进一步的思考；因此，（对新呈现刺激的）新认知反应与

先前认知反应有着相同的评价基调。先通过引发积极情感，然后通过

重复或者其他方式促进更进一步思考，可以形成强烈的积极态度。



●只要复杂信息具有令人信服的论据，那么重复对复杂信息的作

用就像其对简单刺激的作用一样。但是，如果受众的一致性思考减

少，那么过度的重复可能会导致说服的衰退。同样，厌恶感或重复的

被控制感可能会使重复的效果消失。

●除了可以形成强烈和极端的态度之外，信息的重复呈现还有助

于态度的保持。对似是而非的论证信息进行持续思考，能够导致信息

与记忆中的信念和知识形成更强的联结，从而使未来对信息的提取变

得更加容易。

●使用那些旨在对信息和事件进行系统化分析的技巧，可以增强

说服的保持。主动而周密的思考能够使记忆中的态度和信念产生紧密

联系，进而形成相互关联的态度系统。因此，个人关联性能够促进对

信息的系统分析；通过自我说服或对信息的系统分析而形成的态度比

通过被动或直觉加工过程而形成的态度能够更好地被保持。

●态度与作为态度基础的信息及认知反应，在记忆中可能是分开

存储的。这有助于解释睡眠者效应；睡眠者效应是指引人注目的信息

其说服效果的延迟增强。

●如果在呈现正方信息后接着呈现反方信息，并且要求被试立刻

表达对信息的态度，那么，在头脑中更加鲜明的第二条信息可能更具

说服力：近因效应。如果直到未来的某个时候才要求被试表达态度，

那么第一条信息就具有更大的影响力：首因效应。这是因为第一条信

息建立了第一印象，而第一印象能够指导未来的思考。

●新的态度可能会被保持下来，但它不一定就能转变成行为。情

境因素可能阻碍这一转变。即使陌生人也能够引发与个体更好地判断

相对立的从众和服从。主体规范——有关标准行为方式的信念，这种



信念是——更有可能征服态度。时间压力和情境的奇异性也会对态度

的惯常行为表达产生干扰。

●尽管存在着情境性力量，态度在特定情形中确实能够引导行

为。在此，态度必须是强烈而清晰的，并因此能够在相关情境中被自

动激活。这种态度必须有一个牢固的知识基础并通过系统化的加工而

形成，或者是通过直接体验态度客体而形成的。

●态度—行为一致性的第二个条件是，态度与当前的行为有关

联。情境激活许多态度；最特定的态度对特定的行为产生最大的影

响。态度—行为一致性的第三个条件是，态度和行为应该与态度系统

中另一个相同成分相关联。基于情绪的态度可能无法引导那些认知的

和理性的行为决策，但的确能够引导情绪性行为。最后，人们以与其

在重要问题上的态度相一致的方式来行动。

问题与练习

1.一个朋友告诉你：“对于那些Beebop牌运动鞋的广告，我看得

越多我就越讨厌它们”。这一消极曝光效应是如何产生的呢？从重复

效应研究与理论的角度对你这个朋友的反应进行分析，并思考Beebop

牌运动鞋的厂商应该如何来改变这一状况，代之以“熟悉产生喜

爱”。

2.就像直接体验态度客体那样，通过撰写短文进行自我说服能够

形成一种强烈的新态度，而这一新态度能够引导人们的行为。现在你

惟一的影响工具就是说服性信息。你应如何构建和传递说服性信息，

从而（通过改变你的受众）发挥自我说服和直接体验的效用呢？



3.琼斯教授在政治上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因此，她所在学校的那

些保守学生认为，她的观点不太具有说服性。但是她关于社会改革有

一些她自己的观点，她希望这些学生能够接纳并记住这些观点，因为

这些学生将在未来社会中扮演有影响力的社会角色。她知道，只要这

些观点没有与她自由主义者的形象混为一体的话，那么学生们可能会

喜欢这些观点。请根据睡眠者效应和评价一致性原则，为琼斯教授提

供一些策略。

4.根据在这一章所学的新知识，对你（在前一章的练习中）所设

计的一个有效献血活动进行分析，指出如何克服阻碍把态度转变为行

为的因素，并设法让献血者的态度保持不变。

[1]利未人（Levite）：在圣经中，利未部落中非亚伦后裔，被选中去帮助祭司管理圣堂——译者注。



第6章 影响的抵制与接受：说服

的阴和阳

顽固的头脑：抵制遵从和选择性遵从◆克服抵制：解放极权主义的自我◆另一个极

端：说服是轻而易举的事◆偏见：一种致命的态度◆最后提示：做一个开放而不人云亦云的

人

回想我们这一生中所经历过的事情，你会发现一种不可思议的矛

盾。一方面，我们一直把人类看作非常温顺的动物，只要有稍微的督

促，就足以使人们认可那些违背他们个人态度的立场。如果这种督促

过于微弱，使人们相信他们是自主地决定对某一立场的认可，那么他

们就依据自己公开的行为来改变个人态度。人们也会服从实验者的命

令去惩罚他人，会改变自己对知觉到的现实的判断以顺从不正确的多

数派，并且允许自己被所谓的专家说服——即使专家的论据缺乏说服

力。我们注意到，无数的消费者购买了在广告中频频出现的商品，而

这些商品是他们根本就不需要的，或者超出了他们的支付能力，甚至

对他们的健康或安全是有害的。此外，美国有数以千计的邪教徒，每

天都有人加入这些异教。这是一个常见的影响者的案例。

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说服性信息——即使是强有力的信息

——也常常毫无效力。人们常常忽视那些他们感到会对自己的信念造

成威胁的信息，如果无法忽视就进行反驳，如果无法反驳就尽可能予

以歪曲。这就像你不可能让老顽固养成新的习惯一样。而且，总有相

当的少数派能够抵制来自地位、权力和多数派影响的巨大社会压力。

即使在面对米尔格拉姆服从研究中那种强大情境压力时，也能在许多

人身上看到这种对影响的抵制。



因此，人们对影响企图（influence attempt）的反应非常不同，

从顽强的抵抗——宁愿为了自己的信念而遭受痛苦或牺牲——到对旨

在改变他们思想和行为的任何影响企图的易感性和轻信，而这种易感

性和轻信使他们承受着巨大风险。在这一章里，我们将探讨在说服所

引发的态度改变的连续体上的两个极端，对似乎不惜任何代价拒绝接

受说服的那些人和太容易接受说服的那些人予以特别的关注。首先，

我们将讨论对影响进行抵制的动机和思想之下的心理过程。然后，我

们将讨论怎样才能克服抵制——什么样的影响技巧可以成功地渗透进

一个封闭的或顽固的大脑。最后，我们将讨论一些太容易受到影响的

反例，以及必要时助长抵制的那些因素。

在闯入这些极端反应者的领域之前，慎重是必要的。乍一看，似

乎做一个抵制者是有价值的，而做一个顺从者则存在危险，就好像他

们是一个从好到坏的连续体的两端。但实际情况并不总是这样。只有

对非法的权威、破坏性的邪教、危险的同伴群体、奸诈的商人、虚假

的广告以及生活中形形色色的其他类似事物的这些令人讨厌、不受欢

迎的社会影响进行抵制时，抵制才是有益的。但是，如果抵制意味着

不听从医师的专业性建议，或者拒绝停止不安全、不健康的行为或种

族偏见，那么抵制的益处就殆尽了。抵制的一种表现可能是，一个顽

固、武断、思想封闭的人把各种积极、消极的社会影响统统拒之于门

外。我们必须知道，这种形式的抵制无论对于个人还是社会都是无益

的。当影响来自于被社会所接纳并以我们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那些

人，例如尽职的父母和老师以及其他可信赖的榜样时，对影响的易感

性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顽固的头脑：抵制遵从和选择性遵从



现实生活中，一种更强的挫折感来自于不成功的说服，尤其是当

你确信自己是正确的，而对方仍然不接受甚至无视你的观点。逻辑、

数据和现实——所有的一切都不能打动这个你拼命想要教化的人。这

使得你不仅开始怀疑你的这个朋友、孩子或者学生是否除了天上轰隆

隆的雷声之外已听不见任何声音——而且只有在这个雷声伴随着一道

闪电时才能听见。的确，当人们的个人认同、习惯的生活方式或者社

会联系感与他们对特定问题的立场紧密相联时，他们对这些直接牵涉

到他们个人的问题是非常固执的（Krosnick， 1988）。例如，对反堕

胎主义者来说，他们关于堕胎的观点比他们对每小时55英里限速的看

法更不可能改变。没有什么论证能够使基督教的原教旨主义者相信进

化是“上帝的工具”，可是逻辑推理却可以使同样的这些人相信美国

的燃油税应被提高。卷入的根源与多样性，以及卷入如何影响说服信

息的方式，是理解为什么一些态度即使在相反观点更具有说服力时仍

然难以改变的关键。

在考察卷入对抵制说服的作用前，我们必须阐述一个重要的论

点：即使是那些关于与自己无关的、未卷入的事物或问题的态度，也

有可能深深地蚀刻在心灵深处。了解这一看似奇特的事实是非常有益

的，因为对细微态度改变的抵制反映了其背后的最基本心理机制，即

所谓的信念与态度的坚定。对态度改变的抗逆始于认知结构，而态度

及其所支撑的信念是嵌入在该认知结构中的。

结构的效力：坚定性的认知基础

在一个有趣的类比中，安东尼·格林沃尔德（1980）把人类心理

比喻成一个极权主义国家。在格林沃尔德看来，我们拥有一个“极权

主义的自我”。这个比喻的一个重要依据是：就像非民主的极权主义

政府抵制社会和政治的变革一样，人们抵制认知改变。极权主义政府

扭曲事实和篡改历史以使其符合“自己的政策方针”。同样，人的心



理会对信息进行选择和解释，使其与自己已有的信念和态度相符合；

甚至会“篡改”记忆，以便使过去的行为和思想与现在和预期的行为

相一致。人是“认知保守主义者”，因为他们拒绝改变自己关于外界

客体的思想和评价。当然，这一断言也适用于我们在前几章中描述的

一些心理过程，例如，对与态度相一致信息的选择性注意，把模棱两

可的证据按照与自己态度相一致的方式来解释，以及认知不协调的降

低。这里要补充非常重要的一点：这种保守主义的力量要远远大于到

目前为止我们对它的了解；同时，保守主义并不需要意图和愿望（例

如对一致性的需要和维持积极自我意象价值的需要）的支持。我们态

度结构的心理指向效应（mind�directing effect）足以构成了坚定

性。一些研究的例证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寻找，你就会有答案（你自始至终相信的事物）。尽管良好意图

是客观的，人们还是倾向于以一种有利于证实他们自己关于事物的信

念或“工作假设”的方式来收集信息。这一原理最早是在一项关于人

们如何检验他们关于他人人格特征的直觉的研究中（Snyder&Swann，

1978）得到证实的。该研究让一群女大学生对一个人进行访谈，目的

是为了确认这个人是否具有某一特定人格特质。研究者对其中一半女

大学生说，这个被访谈者可能具有外向型人格特质；而告诉另一半女

大学生，这个被访谈者可能具有内向型人格特质。研究者给每个女大

学生一个包含26个问题的清单，要求她们从中选择12个问题向被访谈

者提问。在这个问题清单中，一些问题事先已被鉴定为适用于提问已

知具有外向型人格特质的人，例如：如果你想使一个聚会的气氛活跃

起来，你会怎么做？另一些问题则被认为是适用于已知具有内向型性

格的人，例如：什么因素使你难以向人敞开心扉？

访谈者会采用哪些问题呢？研究发现，她们非常频繁地选择了那

些已经蕴含了她们的假设的问题，即那些能得到她们所期望的结果的

问题。那些检验“被访谈者具有外向型特质”假设的女大学生，主要



使用了那些适用于提问外向者的问题；而那些检验“被访谈者具有内

向型特质”假设的女大学生，则更多地选择了那些适用于提问内向者

的问题。

这当然不是检验假设的好方法。如果你怀疑某人具有内向特质，

又向这个人提一些旨在证实这种怀疑的问题，你所诱导出的答案当然

就会证实你的假设——即使你的假设是错误的。例如，设想一下，一

个外向的年轻女性会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什么因素导致你难以向人打

开心扉？尽管她可能是外向的，但她也无疑会经历过一些难以倾吐心

声的情境。因此，她会努力给出一个深思熟虑的回答。她可能会回答

＂嗯，我在父母的同龄人面前有一点拘谨，而且，一旦我和某个人的

关系开始变得紧张起来，我就很难再向这个人倾吐心声。”或者诸如

此类的话。仔细琢磨一下这个回答，它是表示内向，还是外向呢？并

不能肯定；至少如果听者没有先入之见的话，是不能肯定的。但是，

如果你早就猜想她是一个内向的人，这个回答就会成为证实你的猜想

的证据（“啊哈，在她退缩本性后面原来存在这些与亲密关系有关的

问题和父母权威的印记”）。而且，无论如何，这个答案也不会给出

任何符合她实际上是个外向的人的线索——这与你所相信的刚好相

反。

社会心理学家把这种可以确保得到信念—支持的答案的提问方式

称为确认策略（confirmatory strategy）。这种策略并非有意识地扭

曲事实。其根源是信念（或态度、假设）引导和组织思想的作用。信

念自然地会给大脑提供正面例子——与信念相一致的行为。因为在一

个人的思想和记忆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所以这些例子也就成为了他

提问的目标。信念的这种直接影响进一步得到一种自然但却错误的倾

向的支持，即把正面例子当成一种特质或一种关系的充分证据

（Crocker， 1981）。例如，少数内向行为或许就被作为内向人格特

质的“证据”。但是，真正的证据同样要求知道负面例子的相对频



率，对于上述研究，负面例子是指非内向的或外向的行为。确认任何

假设都需要有关于该假设被否认、不适合或不被支持的频率的证据。

关于什么是“证明”一个人的假设所必需的条件这一简单事实，却常

常被忽视。

所以，在收集与自己的信念有关的新证据时我们形成了一种常态

偏差，这种偏差助长了我们刚刚讨论过的确认策略。你可能会回想

起，人们有选择性地注意支持性信息的习惯，以及在社会比较中一般

总是寻找与自己相类似的他人的习惯——这些习惯同样也会导致对他

们信念和态度的正确性的确认，而不是对他们信念和态度的正确性的

否认。

记忆（对当前信念）的作用。另一项在明尼苏达大学马克·斯奈

德实验室进行的研究表明，确认策略不仅可以起前摄作用，还会发生

倒摄作用，即当前信念能够影响人们的记忆（Snyder&Uranowitz，

1978）。在实验中，先让大学生们阅读一个名叫贝蒂的年轻女子的传

记，该传记概述了贝蒂从童年直到她早期作为一个医学专家的经历。

一周后，告诉一些被试，贝蒂是一个异性恋者，而对另一些被试说，

贝迪最后成了一个同性恋者。然后，要求所有被试报告他们能回忆起

的传记内容。报告是通过一份详细的问卷来完成的，该问卷是专门编

制的，旨在测量被试对那些可以解释为与贝蒂最终的性取向有关的传

记信息的记忆。

毫无疑问，与那些相信贝蒂是个已婚的异性恋者的被试相比，那

些相信贝蒂是一个与另一女性同居的同性恋者的被试，回忆出了更多

与人们对同性恋者早期经历的刻板印象一致的传记信息。新的信念引

导了他们的记忆搜索，使被试自以为是地认为“噢，以我对贝蒂的童

年和青年生活的了解，我并不奇怪她是个同性恋者”。然而，对于同

一部传记，那些相信贝蒂是异性恋的被试，却几乎没有回忆出有关贝



蒂是一个同性恋者的证据。这个研究也让我们意识到，“过去”并不

是一个固定的、无法改变的事件系列，我们经常依据我们的信念和价

值对记忆进行主观解释和重构。

如果确认策略盛行，治疗师就根本不会发现任何反面的证据。

资料来源：The Far Side，compyright 1987&1990， Uni�versal Press
Syndicate.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All rightsreserved.



向前一步，请质疑我的数据（我有更多的数据）。最后，我们再

来看一个极为惹人注目的“认知保守倾向”的例子。认知保守倾向是

指，即使导致某种信念的信息被证明是完全不可信的，人们仍然会墨

守这一信念——而且可能正是那个最初提供这一信息的人在死死坚

守。在斯坦福大学所进行的一系列实验中，证明了如此奇异的坚守

（Anderson et al.， 1980；Ross et al.， 1975；Ross&Anderson，

1980）。研究者首先让在校本科生阅读一些虚构的信息，对于一部分

被试，这些信息清楚地表明：敢于冒险的人成了优秀的消防员；而对

于另一部分被试，这些信息清楚地表明：敢于冒险的人成了不合格的

消防员。敢于冒险与消防员的这两种不同关系，在直觉上都是令人信

服的。因此，一点也不奇怪，被试都会认为他们所阅读的信息是令人

信服的，而且很容易地完成了下一项任务，即对他们在这些信息中所

“发现”的关系进行解释并写下来。

实验越来越有趣。接下来，实验者要求被试忘记他们所读到的信

息。被试被告知，消防员的故事和给他们阅读的信息事实上完全都是

虚构的，他们刚好被随机分配去接受了两种恰好相反的信息；而且，

实验者也不知道灭火的勇气和冒险的真实联系。对于欺骗了大家，实

验者表示非常抱歉；实验者还告诉被试，他只是运用这些虚构的信息

来研究其他一些心理过程。猜猜结果会怎样？这种彻底的不可信，的

确弱化了被试对自己所发现的关系的信念——但仅仅是减弱了一点点

而已。尽管不可信，原有信念还是保持了下来：那些最初看了关于敢

于冒险的人成了优秀消防员的证据的被试，继续相信敢于冒险的人会

成为优秀消防员；那些看了相反的证据的被试，也继续相信他们所看

到的。在解释所发现的关系时，被试似乎编造了各种支持这一关系的

原因和理论（请回忆第5章所谈到的思考如何倾向于服从一致性认

知”）。信念现在有了“受欢迎的内部支持”的广泛基础，因此，当

最初引发这一信念的“外部证据”现在已经不再可信时，这一信念仍

然能被保持。



正如罗伯特·恰尔迪尼（1988）所指出的，上述研究的结论是信

念和态度“长出了自己的腿”。如果通过某种影响或教育使个体在某

个问题上采纳了一种新的信念或态度，他就不大可能很客观地看待该

问题。对现实的解释、回忆和检验等活动都将得出支持个体立场的证

据，并使得这些证据越来越强有力；甚至当最初赖以支持的证据被遗

忘、反面证据或相反的说服性信息所抹煞了时，该信念也能得以保

持。这仅仅是由心理及其认知结构的通常活动方式所导致的，并没有

特殊的防御性动机。

卷入状态：抵制说服和接纳说服的动机基础

我们已经看到，由于人们信息加工方式的认知特征，态度与信念

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得以保持。现在让我们来考察一下动机如何影响对

说服的抵制。在不考虑受众的具体动机的前提下，第4章和第5章对说

服进行了相当充分的讨论。我们已经看到了保持我们最初观点的一般

动机，这一动机可能通常是源于我们对保持一致和正确感的渴望。因

此，我们对信息的最初赞同或反对，会影响到我们对信息的注意程度

和我们对信息的解释方式（Zanna， 1990）。我们也看到，对信息进

行系统加工的程度，部分地取决于信息涉及的问题是否与个人具有关

联性。如果与个人有关联性，个体就有可能对信息进行系统分析；如

果与个体无关联性，个体就会使用基于经验的直觉规则。然而，这种

一般原则忽视了两个事实：（1）信息与个人产生关联的原因可能各不

相同；（2）产生关联的特定原因影响到个体对信息的思考方式。

假设有两个年轻男子，杰夫和托尼，去参加一个由犯罪和人权领

域的名家主讲的关于枪支控制的讲座。在演讲过程中，专家提出了强

有力的论据来支持严格的枪支控制法，根据该法律，公民私人持有手

枪或某些种类的自动步枪是违法的。专家指出，与实行严格的枪支控

制法的国家相比，美国每年死于枪击的人数是惊人的。然后，专家列



举了事实加以说明，例如在1985年，加拿大每500万人中有一人死于枪

击，在英国这个比例是700万分之一，在日本则是每260万分之一，而

在美国每2.8万人中就有一人死于枪击（Church， 1989）。同时，专

家还认为，没有任何理由把枪支作为娱乐工具，例如AK�47，一种半

自动进攻性武器，就曾被用于疯狂袭击一个满是儿童的操场和一个自

动售货商店；大多数城市的警方负责人都支持枪支控制；而且，宪法

所规定的配备武器的权利并不适用于所有的武器。

杰夫和托尼都反对枪支控制。然而听完讲座后，杰夫有一点动摇

了。至少，他愿意看到禁止私人买卖某些枪支（如AK�47），也愿意

支持一项要求延长购买和得到枪支之间的等待期的联邦法律。相反，

托尼仍然坚决地反对任何形式的枪支控制。这两个人之间存在什么不

同呢？

他们在该问题上的卷入程度并无差异，两个人都认为枪支控制问

题与自己关联很大，也都充满兴趣地听完了讲座。而且他们都对演讲

者的信息给予了充分的注意，并系统地分析了专家的论点。这些特点

都是态度卷入的核心特征。如果满足下列条件：（1）这一问题在某些

方面与个体本人有关联；（2）当遇到与该问题相关的信息时，他愿意

对该问题进行积极的思考，我们说这个人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被卷入到

这个态度客体中了。

杰夫和托尼的不同之处可能在于他们高度卷入的基础。正如前面

所说，信息与个人产生关联的原因可能各不相同。因此，引导个体去

思考信息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目的不仅因人而异，也因主题而异。枪

支控制之所以与杰夫有关联是因为，他认为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不限

制宪法赋予的自由的同时如何控制暴力这个当前重要的社会困境。杰

夫主要是根据自己在枪支、犯罪、人权等方面积累的知识，试图找出

一种与他所掌握的知识相一致的对待枪支控制的态度。另一方面，和



杰夫相比，托尼与枪支控制产生关联的基础是完全不同的。作为国家

步枪协会（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的一名老会员，托尼坚

信宪法所保证的个人权利。对托尼来说，私人拥有枪支是自由的象

征，而自由是托尼世界观中的最大价值目标。此外，托尼喜欢打猎，

还是一个猎狩俱乐部的成员。托尼的所有好朋友都赞同托尼的观点，

他们骄傲地在他们的汽车保险杠上贴上国家步枪协会的标签。在获得

关于枪支控制的信息时，托尼的第一个冲动是去征集支持，从而巩固

他自己反对枪支控制的既定立场；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会就这一立场

进行示威活动。

这里，在思考演讲者的说服信息时，这两个人所寻求的目标是完

全不同的。他们的不同目标又是以两种不同的动机为基础的。杰夫具

有 建 构 性 动 机 （ construction motive ） （ Fazio ，  1979；

Leippe&Elkin， 1987），虽然反对枪支控制，但杰夫并不死守这一立

场。他的目标是寻求一种以信息为基础的态度，一旦新信息被认为比

他现有信息更有说服力，他将改变或者“重新建构”他的态度。换句

话说，面对来自拥有有力证据的可信赖的沟通者的信息，杰夫相对比

较开放。而托尼并不这样。面对新的信息，他相当的保守。而且，他

会捍卫或“确认”自己在这一问题上的既定立场。对于这种特定态

度，托尼具有一种确认动机（validation motive）。



在有关手枪控制立法的听证会上，可以断言那些带着自己已有态度而来的听众不会

被赞成枪支控制的言论所说服。（AP/Wide World）

建构性动机卷入的相对开放性。在一些实验研究中，通过告知信

息接收者信息所表达的内容将很快生效并直接影响到他们的个人生

活，从而造成了一种信息与个人的关联感。大学生们获知，在毕业之

前，他们所在大学的管理部门会举行强制性的毕业考试、收取停车

费，或实行针对他们的其他新规矩。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与那些对个

人很遥远的信息相比，人们对这种或多或少对个人有直接意义的信息

会进行更仔细和更系统的审查（Petty&Cacioppo， 1986）。在与个人

相关联的问题上，人们因强有力的信息而更多地改变相应的态度；而

对微弱的信息，则更可能不予理睬。

这种对信息品质的敏感性，尤其是对强有力的信息做出的积极态

度改变，不仅表明对信息的系统思考，也表明了客观地思考该问题的

意愿。为什么不呢？研究中所采用的问题（例如，有关阅读理解的毕

业考试）先前极少被人们所考虑，因此信息接受者不可能已经存在一

种关于这一问题的解决会如何与自己的生活和价值观相关联的意识。



（如：毕业考试会对我有实际好处吗？它符合我的人生哲学吗？符合

我的生活方式吗？）在得知这一问题确实与他们在不远将来的个人出

路有关，那么信息接收者会寻找这些问题的客观答案。简言之，他们

有了采纳正确态度的动机，因为正确的态度能最好地反映当前现实。

因此，毫不奇怪，当卷入是基于认识到信息所涉及的问题具有结果关

联性时，人们会进行系统且相当客观的思考（Johnson&Eagly，

1989）。

然而，建构性动机，或者说对信息的开放性，并不能保证完全的

客观性。的确，考虑到我们先前信念与态度以及当前目标以微妙的方

式影响我们对信息的理解和思考，作为一种心理状态，完全的客观是

不可能的。当目标是寻求一种正确的态度，并且人们是开放的——正

如在我们刚刚讨论过的结果关联性卷入的案例中——保持客观性的可

能性是最高的。但是，即使人们可能对某一信息相对开放，其他的个

人目标也会干扰态度的正确性。这些目标也许会影响到对信息的思考

方式，从而导致客观性的丧失，导致形成那些能够更好地达到目标的

观念。个人的一个目标是得到社会认可，或者他人如何看待自己的态

度反应方式，而这一目标可能助长了这种“有偏差的开放性”

（Zimbardo， 1960）。当我们希望自己对信息所涉及问题的态度能给

公众留下积极印象时，由于信息的印象关联性，我们就卷入到了信息

中（Johnson&Eagly， 1989）。

一项新近的研究证实了印象关联性卷入（impression�relevant
involve�ment）的作用（Leippe&Elkin， 1987）。研究发现，在聆

听了一段强有力的信息后，那些期待与一个立场不明的教授讨论该信

息的被试比那些不期待讨论的被试更难以被说服（Leippe&Elkin，

1987）。显然，被试希望给教授留个好印象，因此他们以形成一种折

衷态度的方式来分析信息，这样不管教授的立场是什么，他们都不会

与教授的态度大相径庭。他们对信息的认知反应仅仅是稍微偏向正



面，这样如果教授刚好对信息的内容持负面态度，那么他们也能轻易

地“改旗易帜”（Cialdini&Petty， 1981）。

封闭头脑的卷入。在印象关联性卷入这个例子中，对说服的开放

性虽然受到了折衷偏好的限制，但至少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性。我们都

知道劝说那些顽固不化的人时所体验到的那种挫败感。我们甚至可能

会有一些自己的毫不妥协的立场（“不要用事实来迷惑我，我已经有

自己的看法了。”）

有时候，人们对态度改变的抵制实在令人吃惊。1988年，新闻媒

体披露了电视福音传道者吉米·斯瓦格特（Jimmy Swaggart）与妓女

交往的事实。斯瓦格特举办了一次布道来向他的信徒忏悔，他泪如雨

下地承认：“我是个罪人。”他所在教堂的长老们立即叫他离开电视

布道坛，并完全禁止他布道。很多偶然看到这一丑闻的观众可能认

为，这个曾经优秀的牧师已经穷途末路了。斯瓦格特的信徒们都是保

守的原教旨主义基督徒，他们对现代美国的性放纵和理性丧失感到恐

惧和厌恶。这些信徒曾经对斯瓦格特源于圣经的道德说教和在他热情

洋溢的周六讲道（或在周日晚上的庆典之后的布道）中对肉欲罪的谴

责产生过共鸣。当然，这些信徒现在会因为斯瓦格特的伪善——更为

伪善的是，不久前他曾因对手金·贝克的性丑闻而公开谴责并嘲笑了

他——而拒绝他

对斯瓦格特一些信徒的电视采访却让人听了非常吃惊。一些信徒

赞扬他勇敢的公开忏悔和悔改的誓约（“能够承认因诱惑而暂时沉沦

的人是真正伟大和圣洁的”）。另外有些人把斯瓦格特的轻率行为看

作一次严酷的考验，并认为这会使他成为一个更坚定的宗教领袖。还

有一些人强调基督教最伟大的美德是宽恕！斯瓦格特牧师几个月之后

又开始布道了。旧的卷入抵制了相反的新事实。



有关顽固信念的一个更加令人不愉快的例子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

战期间。当时美国政府把10多万美裔日本人——大部分是美国公民

——从他们在西海岸的家迁移到位于偏远沙漠地区且有武装监控的收

容营。这些人完全是被放逐了，并在这种类似于集中营的地方里待了

超过2年的时间，他们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经济和精神代价。他们被迁移

的原因是，少数相当偏执的将军和政客成功地说服了“当权者”，使

“当权者”相信收容营是防止这些美裔日本人成为间谍和与敌人勾结

所必需的。尽管当时政府和军队中的多数高级官员对这种主张持（正

确的）怀疑态度。然而，那小部分人的意见却占了上风；其部分原因

是这些人不断散布日本即将入侵这一流言，以及利用了珍珠港事件对

美国公众造成的恐惧和潜在偏见。



吉米·斯瓦格特牧师泪流满面的自白。他的许多信徒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他不是个

虔诚的基督徒，尤其是这次特殊的演说之后。（合众国际社/贝德曼新闻照片）

在我们目前讨论的事例中，值得注意的是，收容营计划的提出者

和拥护者没有被那些本该非常具有说服力的情报所动摇。联邦调查局

曾对有关美裔日本人从事破坏和颠覆活动的证据进行了仔细审查，但

一无所获；他们向美国陆军部报告了这个出乎意料的结果。令人吃惊

的是，这份报告被赞成收容营计划的决策者用作为支持他们计划的证

据。例如，约翰·德威特将军（Lt. General John L. DeWitt），收



容营计划的重要鼓吹者，在他给美国陆军部的建议书中写道：“正是

至今为止没有任何破坏发生的事实，令人不安地预示着破坏行动即将

发生”（转引自Hersey， 1988）。

44年之后，对收容营问题的这种离奇反应又出现了。1988年8月，

里根总统签署了一份关于向美裔日本人社区做出官方道歉，并对每个

幸存的收容营受害者赔偿2万美元的议案。一个月后，一份重要杂志刊

登了一篇就道歉的恰当性作出详细解释的文章。文章回顾了关于整个

事件的各种证据，表明这一事件是美国历史上一个愚蠢的、不必要的

和悲惨的章节。然而，该杂志随后又收到并刊登了一封来自一名男子

的来信，这名男子在二战期间担任军事情报局日本办公室负责人。他

对上述文章，以及国会和总统的道歉提出了强烈的抗议。站在历史证

据的直接对立面，他认为如果美裔日本人没有被收容，间谍活动将严

重地牵制战事。这一作者的行为提供了明确的证据，即固执己见的态

度不仅不会消失，而且还会永久存在，尽管这种态度并不一定总是臭

名昭著的。

在这些事例中，我们看到非常普通和冷静的认知过程与顽固信念

联系在了一起。先前的信念使事实的收集、解释和记忆重建出现了偏

差。但是，难道没有其他东西在起作用了吗？毕竟，吉米·斯瓦格特

的信徒不仅仅只是对他有着微妙的喜爱，他们对斯瓦格特的话语抱有

十分的虔诚。而联邦调查局的报告在德威特将军看来是如此的不可

信，所以在他的推动下，几千人被送入沙漠“享受”为期两年的“假

期”。这不仅仅是无情的认知偏差；他在思考态度相关信息时存在一

种确认动机。

这种卷入状态中存在一种确认既有态度的强烈动机，有三个因素

有助于创造这样一种卷入状态，使人对可信的信息会做出抵制态度改

变的反应。一般来说，在下列情况下，人们有强烈的动机去捍卫或确



认一种态度：（1）他们固着于某种态度；（2）这种态度已与他们基

本的自我界定的价值观（self�defining values）紧密交织在一起；

（3）这种态度是人们与他们生活中的重要他人所共有的。我们的老朋

友，承诺　前面的章节经常触及承诺的心理效应。社会生活使大多数

人懂得了信守承诺和言行一致的价值，这种价值使得人们可能会无意

识地追求一致性。的确，违背先前自由选择的行为将引发一种认知不

协调的不安状态。毫不奇怪，研究表明：承诺了某一立场的被试，即

使只是草草地记下他们关于研究者的某个话题的观点，或者仅仅是填

写了一个态度量表等这些微不足道的活动，也比不承诺的被试更难以

被 反 面 信 息 所 说 服 （ Pallak et al. ，  1972；Rosnow&Sule ，

1970）。恪守自己过去言行的渴望引导了对信息的所有重要认知反

应。这一信息受到了以寻找缺陷为目的的审查，而与信息相反的观点

从记忆中消除。你会看到，根据评价一致性原则，随着对信息的进一

步评价，被试对信息的开放性不是更多，而是越来越少。认知反应将

越来越对立于信息。

再来看一下斯瓦格特牧师的所有信徒以及他们作为他的忠实教友

所投入的时间、金钱和信任。显然，他们中许多人心中都有足够的承

诺来阻止他们接受自己的精神领袖是个伪善罪人的这一信息。然而，

对于那个拒绝承认对美裔日本人进行收容是一个过失的男子，其情况

又如何呢？作为一个有着近半个世纪军龄的军官，他忠实于自己的信

念，忠实于自己的公众行为，这是铭刻在心的恒久承诺。

当态度是“有价值”时　每个人都具有自己的价值系统，价值系

统是关于哪种行为和生活方式是可取的或者“好的”的一组持续性信

念的集合（Rokeach， 1973）。不可否认，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价

值。对某些人来说，个人自由和对个人幸福的追求可能是最重要的核

心价值。而在另一些人看来，公共和谐和人际信任可能是核心价值。

举个例子来说，有人认为女性的道德决策主要基于对社会支持性关系



的评价，而男性在道德决策中，公平这一抽象原则是主要的价值标准

（Gilligan， 1982）。但是无论特定的价值观如何，我们的价值系统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我们自己对待和界定外部世界的方式。某些

问题与我们自我界定的价值观高度相关，因此我们对这些问题形成一

种能够反映和强化这些价值观的态度。例如，回想一下托尼的例子，

他反枪支控制的态度与他以个人自由为中心的自我界定的价值系统紧

密关联。由于态度的自我界定性，态度和价值之间的稳固联系被称为

自我卷入（ego involvement）（Sherif&Hovland， 1961）。

正如托尼排斥支持枪支控制的讲座这件事所表明的那样，与价值

观紧密联系的态度尤其难以改变（Johnson&Eagly， 1989；C.Sherif

et al.，1973）。让我们看一项促使大学生在其核心价值观与对一个

模糊问题的具体态度之间建立联系的研究（Ostrom&Brock， 1968）。

先让被试聆听了一场鼓吹格陵兰岛不应该被赋予泛美银行会员资格的

演说。由于被试显然对这一问题没有任何先前的观点，或者至少对此

没有任何承诺，因此演讲是足以令被试信服的。毕竟，你能想出一个

更少卷入的问题吗？然后，要求一些被试思考一些演讲摘录是否反映

了他们某些自我界定的价值观。把他们刚刚形成的态度与他们的价值

观联系起来的机会，有效地巩固了这一态度。在接下来的一场支持相

反立场的演讲中，他们比控制组被试（被要求把态度和一些肤浅的想

法相联系）受到的影响更少。

为什么与自我界定的价值观相联系后出现了对态度改变的抵制

呢？一个原因是，坚定的价值观存在于支持性信念的网络结构中，而

这些信念会影响到对挑战性信息的认知反应。第二个原因是，改变一

种与价值观相关联的态度会构成对自尊的威胁。承认这一态度是错

的，就意味着我们自我界定的价值系统中某些东西是错误的，进而表

明我们并不如自己所认为的那样值得肯定。当然，它还意味着我们认



知网络中某一部分的改变可能会产生反响，从而要求其他部分的改变

——这将是一连串痛苦的认知活动。因此，我们进行抵制。

此外，与低卷入的人相比，自我卷入的信息接受者一般更加不同

意与态度相反的信息，即使是折衷的、“有一半和我一致的”观点。

与价值系统相关联后，这一态度立场就被明确界定了。而且，自我卷

入的个体对那些相似到足以接受的立场，相似但还不能够接受的立

场，或者可能整合到价值系统的立场有着明确区分。自我卷入的个体

具有更为狭窄的中立区。对已自我卷入的问题的某种特定态度立场，

他们要么明确同意，要么明确不同意。他们可能会通过把非常接近的

立场同化到他们的接受区来看待这些立场，也就是说，把这些立场看

成为与自己的立场相同的，或者是可以互相替换的立场（C. Sherif

et al.， 1973；Sherif&Hovland， 1961）。

但是，那些有区别的立场，哪怕是相差不大的立场，也会受到抵

制。这些立场落入了拒绝区。自我卷入程度越高，拒绝区就越大。人

们也就会变得更加挑剔和敏锐，他们会把不同信息间的差异看得比实

际差异更大。他们把自己的态度作为一个鲜明而清晰的锚点，于是就

形成了对比，因而在知觉上放大了差异。这就好像把一个16磅的保龄

球举起5分钟后再换上一个网球，此时感觉网球如同羽毛那样轻——而

且与保龄球重量的差异非常明显（对比），但是如果换上一个15磅的

保龄球，就不会感觉到它与和16磅的保龄球有什么差别（同化）。

捆绑关系　在日常生活中，与价值观相关联的态度一般也是人们

与重要的他人——他们最亲密的朋友，他们所尊重的同事，他们的榜

样，他们心目中的英雄等等——所共有的态度。当态度具有了社会意

义时，捍卫这种态度的动机也就更加强烈。许多研究表明，最不可能

改变的态度，或许是那些拥护某一特定立场的群体成员所共有的态度

（Sherif&Hovland， 1961）。特定利益群体的成员，例如倡导动物权



利的激进分子，往往根据其群体目标（在这个例子中，彻底终止一切

使用动物的实验研究）来界定他们自己的人生意义，因此很难说服他

们放弃“他们的目标”。

克服抵制：解放极权主义的自我

我们已经考察了大量关于促使人们抵制改变既有态度与信念的认

知和动机因素。有什么方法能克服这种抵制呢？在第4章和第5章，我

们识别了几种能够提高沟通的说服力的因素。此外，还有什么别的方

法能够克服本章中我们所讨论的特殊障碍呢？答案是：“有，但是不

要期望太高。”

受众保持客观的意愿是他们接纳一种更为准确和理性的态度立场

时非常重要的一步。正如我们所知道的，结果关联性卷入激发了系统

化思考，而这常常导致对强有力信息的接受。但是如果受众的自我被

卷入，或者即使他们具有明确的足以引导他们思考和记忆的初始态

度，那么他们也不能达到客观性的水平（Zanna， 1990）。简单地

说，人们经常不愿意保持客观和开放，或者即使他们想要保持客观和

开放却无法做到。他们需要某种帮助——某种推动。

有多种可能发挥作用的推动。一种策略是使你的说服对象感到自

己可以解释一个公正而重要的信息源。第二种策略是设法诱导他们去

思考他们目前所持信念的对立面。第三种策略是，以一种能引发赞同

答案的方式来提问，从而改变自我知觉。第四种策略是，确保你的信

息表达了被目标受众的态度所满足的需要。下面我们分别来讨论这四

种克服抵制的策略。

正视（可解释性）的作用



通过“使人们对自己做出解释”，就可以推动他们对态度关联性

信息进行努力和客观的思考。这可以通过使他们相信有必要向他人证

明自己观点的合理性来达到。你可能会说，慢着。这是否在诱导印象

关联性卷入，从而形成并不冒犯任何人的适度态度？是的，正如我们

所见，这是可能发生的。这一窍门就是使人们相信，他们态度或信念

的适合性或适当性——可以根据一些客观标准对这些品质进行评价

——比同意他人的观点更为重要。例如，一个首席执行官可能会要求

她的几个部门经理设计并汇报一个推广新产品的方案，并说她将奖励

“最佳方案”。每个经理必须亲自向老板证明自己计划的合理性，而

老板恰好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市场专家。关于商务决策的研究表明，当

经理们感受到需要更多的合理性解释时，他们不仅工作更加努力，而

且思想更加客观和开放。他们将考虑更多的选择，而且更愿意去考虑

和整合与他们的直觉相反的信息（Janis&Mann， 1977）。

在说服中，可解释性有一种类似于“去偏差”的效应。在一个研

究中，大学生以匿名的形式写出他们关于平权计划、死刑和美国军费

开支的看法和感受。使一些被试事先相信，他们稍后要向其他被试证

明自己立场的合理性，从而使他们感到应对自己的立场加以解释。而

其他被试则不需要对自己的立场加以解释。对被试写下来的想法所做

的分析表明，与没有任何解释要求的被试相比，有解释要求的被试更

多地考虑了问题的不同侧面和不一致方面。可解释性导致了更复杂的

思考，并且尝试把反面观点和证据整合进一个一致且正确的观点中

（Tetlock， 1983）。

当然，可解释性作为一种偏差调节也有它的局限。当人们正在形

成新态度或修正模糊态度时，可解释性能最有效地使人们变得客观。

而当让人们放弃最初基于错误信息而形成的既定信念时，可解释性就

不会起到同样的作用了（Tetlock&Kim， 1987；Tetlock et al.，



1989）。即使有保持客观的动机，可解释性也不能使那些固执己见的

人免于受固有信念的影响。

唱反调的人是无罪的

采用一种“考虑对立面”的策略也可以抵消对信念的偏见。有多

少次你处于下面的情境中呢？你所隶属的群体必须决定所要采取的行

动或立场。群体成员们商议后，所有的人显然都轻率地接受了同一立

场。然而，在你到来之前刚好有一个成员说“让我们稍微停一下，让

我来唱一下反调，支持相反的观点”等类似的话。这个成员随即反驳

了每个成员都认为明显正确的决定。讨论开始慢了下来，群体可能重

新审视这个决定。有时候，详细地阐述反面观点会暴露出一些问题，

从而迫使群体修正甚至放弃原有决定。

同样，如果你愿意且能够扮演唱自己反调的人，那么这也有利于

你的判断。但你必须是一个特殊的“反对者”。仅仅有自我批评是不

够的；你还必须考虑和想象真理和公正存在于你的对立面的可能。

这在一项旨在对释义解释效应（我们在第4章中讨论过）进行认知

矫正的研究中得到了证实（Lord et al.， 1984）。这个实验的一个

条件原封不动地重复了我们先前讨论过的一个研究程序。死刑的赞成

者和反对者阅读了两篇专题论文，其中一篇支持“死刑可以消除犯

罪”的观点，另一篇则是反驳该观点的。在原研究中，这些信息有着

极化被试的奇特效果。虽然阅读了相同的不确定的证据，但是死刑的

支持者变得更加坚决地支持死刑，而死刑的反对者则更加强烈地反对

死刑。人们选择性地接受了论文中他们早已认同的观点。在另两个条

件下，研究者试图通过给予被试特殊的指导来“纠正”这种偏差。无

偏差指导条件下要求被试“尽可能地保持客观和公正”，并且像一个

法官或陪审员一样“用一种公平和无偏袒的方式来权衡证据”。大不



相同的是，考虑对立面的指导条件解释了释义偏差是怎样产生的，并

要求被试在实验的每一步骤中都问自己“当同一篇论文引发了相反的

观点时，我是否给予了同样水平的评价。”

从图6.1中可以看出，这两种指导语的作用是非常不同的。无偏差

指导语对极化效应没有起到一点作用。相反，考虑对立面的指导语消

除了极化。持支持观点的被试没有加强“死刑消除犯罪”的信念，他

们的态度也没有变得更具有支持性。持反对观点的被试同样保持不

变。

为什么一种指导语产生了作用而另一种没有？要求人们仔细和客

观似乎仅仅是促使他们更加努力地思考。然而，更加努力的思考恰好

夸大了与已有态度保持一致的固有倾向。接受无偏差指导语的被试相

信他们是没有偏见的；但事实上，他们完全不知道他们固执己见的思

想是如何自然而然地起着作用。确实，有几个人会相信我们自己是有

偏见的呢？被要求考虑对立面的被试也许同样没有意识到固有的偏

见。然而，由于遵从了指导语的要求，这些被试产生了一些他们从未

曾“自然而然地”考虑过的可能性。一旦被意识到，这些思想和观念

就会对思考和评价产生影响。关键是首先使相反观点以一种醒目的方

式出现在人们头脑中。



图6.1　考虑对立面的策略防止了极化

在阅读一段相同的关于死刑是否有威慑作用的无结论信息后，当在考虑证据时没有

给予保持无偏差的特定指导语情况下，支持死刑的被试态度更坚决，反对死刑的被

试也更强烈地反对。只有那些被要求考虑对立面的被试没有表现出极化现象。

（资料来源：Lord， Lepper，&Preston， 1984）

根据图6.1，你也许会想，考虑对立面的策略仅仅比释义偏差稍胜

半筹而已。被试虽然没有极化，但也没有中立化。事实确实是这样。

但是正如罗马不是一天就能毁掉的，极化是使态度和信念变得更牢固

和不可动摇的“固着”过程的一部分，这个过程即使没有被考虑对立

面的策略所改变，也被它延缓了。因此，当更加强有力的反面证据出

现时，态度还是可能改变的。

问题指向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即使自相矛盾



在第3章里，我们讨论了人们怎样相信了他们在强大的不可见情境

压力下所说所做的事情。例如，我们知道问卷项目可以通过采用不同

措辞，从而引发特定的自我描述；通过自我归因，这些自我描述使人

们看到不同的自我。一种相似的程序，即使用导向性问题，可以用来

改变社会政治态度。这一技术利用了一个常见的对话规则，即你应该

回答问题而不是与之争论（Grice， 1975）。如果以适当的方式提

问，人们会感到受这一规则的驱动而为与自己实际立场相反的观点提

供理由。

来看看威尔玛的例子，威尔玛对性别角色持有某种保守的传统信

念。某天一个熟人问她：“你为什么认为女性能成为比男性更好的领

导呢？”鉴于对话规则，她的回答很可能会包括，至少部分地包括一

些原因，这些原因能解释这种与信念不协调的可能性：“事实上我并

不知道在一般情况下这是不是真的，但让我想一想。嗯，毕竟女性比

男性更善于体察他人的需要和感受，也更善于维持团队的和谐。”在

给出这个答案的过程中，威尔玛肯定了问题的前提，即女性实际上具

有更高的领导能力。在作出这样表述之后，她离推论出自己终究不是

一个彻底的传统主义者——或者她保守的观点也许太极端了——只有

一步之遥了。这是一个短暂的自我知觉和简短的自我说服。一系列研

究证实，这种诡秘的方法能在态度改变中发挥作用（Swann&Ely，

1984；Swann et al.， 1988）。让某人在不唤醒认知过程的情况下得

出与态度不一致的观点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因为认知过程会维护态

度，有时甚至会永久地保留某种态度。

然而，这里有一个缺陷。你可能还记得前面讲过，既成的明确态

度不容易通过自我归因来改变。可以十分肯定，运用导向性问题对那

些高度确信自己态度的人是无效的。回想一下，威尔玛只是“稍微有

点”保守。然而，康妮十分确信自己关于女性角色的保守观点。因

此，她会抵制带有自由主义前提的导向性问题。如果你问她为什么女



性具有更好的领导能力，她将断然地告诉你通常不是这样的。如果你

问她最喜欢“敏感男人”的哪个方面？她将告诉你事实是“他们知道

我不会与他们约会，所以他们没必要来约我。”我们还有其他方法来

改变康妮吗？或者我们还能胡乱地修补导向性问题这一方法吗？

答案是：继续修补。这正是威廉·斯旺（William Swann）和他的

同事（1988）曾经做过的。他们进行社会心理修补的结果是，采用两

难策略来提出“超态度”的导向性问题。这一策略是依据这样的推

理：对于任何暗示着不同立场的问题，像康妮这样高度自信的人是不

会给予确认性回答的。他们希望你确切地知道他们的感受（Swann，

1983）。他们甚至还会抵制同一立场但是暗示着更极端态度的问题。

例如，如果在一个9点态度量表上，他们的态度是7点，而他们所接触

到的信息是9点，这样，他们就会予以抵制。他们会怎样抵制呢？他们

反对这种极端立场。一旦出现了极端立场，高度自信的人会被迫进行

自我归因，认为自己在该问题上的立场比自己先前所认为的要中立

些。更为荒谬的是，他们将向着与问题所暗示的态度相反的方向改

变。

正是基于这些理由，才有了两难策略。可以向康妮提类似这样的

问题：“一些男性觉得，女人最好在家生养孩子；你为什么同情这些

男性的感受呢？”“为什么男人总是比女人能成为更好的领导？”

（我们希望）康妮会回避这类问题，而且发现自己的回答听起来就像

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最终她的信念朝着这种她自己从未意识到的“自

由主义者倾向”转变。现在我们知道了两难策略及其依据——但是结

果如何呢？在两项研究中发现，对像康妮这样高度自信的人，两难策

略能产生其预期的效应（Swann，1988）。

这种两难效应产生的原因是，那些确信自己信念的人们渴望他人

明确地知道他们的感受。他们努力地表明他们并不是如问题所暗示的



那样极端。这其中可能同样有我们在第5章曾讨论过的心理逆反过程在

起作用。高度自信的人会把极端的导向性问题看作是提问者对他们的

一种假定，即他们将认可任何与他们同样立场的陈旧陈述，而不管这

种陈述是多么愚蠢。因此，这促使他们去坚持他们所持有的个性化立

场和不同立场的自由。

聪明的影响者会利用两难效应、心理逆反以及说服的接受区与拒

绝区相结合所产生巨大作用。从已知在某人拒绝区内的极端立场出

发，接着使用一些这个人口头上不同意的不那么极端的陈述。逐渐

地，这个人会不同意原本在他的接受区内的一些陈述，直到他拒绝原

来的立场，这样你的立场变得可接受了。

通过表达她的不确定，这个女孩至少避免了得到显然负面的反馈。

（For Better or for Worse， copyright 1988 Universal Press Syndicate.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All rights reserved）

击中适当的心弦

上述策略主要关注的是，越过能保护态度和信念使其不被改变的

认知过程和结构。而我们将谈到的最后一个策略更多地关注抵制的动

机层面和态度所满足的需要。我们知道态度是非常有用的。态度作为



总体性的评价能够指导我们的行为，态度作为组织点能够赋予我们周

围这个复杂的、经常令人迷惑的世界以意义和秩序。

一些态度甚至还有更特殊的功能（Katz， 1960；Smith et al.，

1956）。在第1章及本章前面部分我们注意到，通过界定我们是谁，通

过推动我们表达自己强烈意识到的思想观念，我们所持有的重要态度

促 成 了 我 们 的 自 我 认 同 。 这 被 称 为 态 度 的 价 值 表 达 功 能

（value�expressive function）。态度还可能有自我防御功能

（ego�defensive function）。态度可以维护一些与内部冲突和焦虑

相矛盾的情感和信念，从而使个体免于意识到这些冲突。态度也具有

知识功能（knowledge function）。态度赋予个体对外部世界的理解

和控制感——知识。最后，态度还有社会适应功能（social

adjustment）；表达态度会使个体融入重要的社会群体和情境中。

这种态度的功能取向认为，如果需要得到满足或通过其他途径得

以消除，或者如果人们发现另一种态度能更好地满足同一需要时，态

度将发生改变（Herek， 1986）。因此，如果说服信息能针对相应态

度的功能，则更有可能改变人们的态度（Snyder&DeBono， 1987）。

一系列的研究区分出两类人：（1）非常注重适应社会环境并为之

而努力的人；（2）非常注重自己的行为与其内在情感、信念和价值观

的一致性。第一类人被称为高自我监控者（Snyder， 1979）。他们总

是仔细地监控着情境以获得关于他们该怎样展现自己的线索，他们往

往持有旨在满足社会适应功能的态度。第二类人被称为低自我监控

者。他们并不是为了行为线索而监控情境，他们往往持有旨在满足价

值表达功能的态度。因此，每一种类型的人在面对体现了他们特定需

要的说服性信息时，应该会表现出较大的态度改变。与这个推论相一

致的是，一项研究发现，高自我监控者偏好那些通过其产品的用户所

塑造的社会形象来进行说服的广告，而低自我监控者喜欢那些强调产



品质量和价值的广告（Snyder&DeBonno，1985）。在另一个研究中，

向被试呈现某种有关社会政治问题的信息，这一信息或者是与信息接

受者的同伴群体所持立场一致的可靠信息，或者是与那些具有理想的

个人价值观的人们所持立场一致的可靠信息。研究发现，面对有关同

伴观点的信息，高自我监控者的态度改变更多（原因是社会适应），

而当信息涉及潜在的价值观时，低自我监控者的态度改变更多（因为

涉及到价值观）（DeBono， 1987）。

正如导向性问题策略要求对说服目标的具体立场有深入了解一

样，针对态度功能的策略要求说服者了解说服目标的当前态度。有个

理论家举过这样一个例子（Herek， 1986）。瓦格纳女士和亚当斯先

生是一对邻居，他们都反对在他们社区内为艾滋病患者修建一处住宅

区治疗设施的计划。瓦格纳小姐对设施的负面态度是基于她把艾滋病

和同性恋相联系，她基于宗教原因反对这一计划。瓦格纳小姐通过她

的宗教信念表达她的自我认同和价值观，因此，她对为艾滋病患者修

建设施的反对态度，部分地反映了一种夸张的价值表达功能。亚当斯

先生也把艾滋病与同性恋联系起来，而他对同性恋有一种心理“障

碍”：他有同性恋恐惧症。他的态度有一种自我防御功能。

知道这些情况后，你还会试图通过给予他们同样的信息来使他们

赞成该措施吗？当然不会。信息必须迎合具体目标人群的需求。给予

瓦格纳小姐的信息应试图使她相信，有力地支持该设施可以使她的宗

教信仰得到最好的表达——通过照顾那些被其他冷漠、不虔诚的人所

躲避的不幸者来展示她对邻居圣洁的爱以及真正的基督教的博爱。你

还可以让她重述撒玛利亚人的寓言，根据寓言，她通过帮助那些处于

不幸中的人们成为榜样，尤其是当其他人都从他们身边匆匆而过时。

给予亚当斯先生的信息要指出艾滋病并非同性恋者所独有，它也

会侵蚀异性恋者、静脉注射者，甚至可能由于输入被污染的血液使儿



童被感染。或者你可以强调，在探索艾滋病感染原因的过程中，科学

家也许能发现战胜癌症和其他免疫系统疾病的秘密，而亚当斯和每一

个人都可能通过遗传而患上这些病。就这些人而言，自我卷入和强烈

的认知偏差可能仍然占优势；但是，通过针对他们的态度功能你就可

能会获得一次成功的机会。这就是对症下药。

另一个极端：说服是轻而易举的事

如果你的经历告诉你，人是难以被说服的；那么，来考虑一下相

反的情况：人可能被轻而易举地说服。这两个命题是对立的，但并不

是互不相容的。抵制的原因是一个人所具有的固定的思考方式和既成

态度导致了认知和情绪偏差，而又毫无理由去怀疑这些固定的思考方

式和既成态度。当态度和信念仍处于形成阶段时，当环境力量虽然强

有力却非常微妙以致无法被觉察时，当个体经历“信念危机”时，或

者当个体投入一个崭新且迥然不同的社会环境时，往往不会有抵制。

此外，某些类型的人比其他人更易受到社会影响。虽然环境和信

息因素确实常常比个性差异更有力，但是那些在某种情境中容易被说

服的人往往在其他情境中同样容易被说服（见Hovland&Janis，

1959；Janis&Field，1956）。

容易被说服的人的共同特征是低自尊（McGuire， 1985）。你知

道这是为什么吗？他们对自我的过低评价包含着对他们的信念和态度

的过低评价。因此，低自尊的人可能缺乏动力去捍卫他们的信念；并

且当他们试图借助于反驳来捍卫自己的信念时，他们也更容易放弃。

但是不要以为你总是可以说服那些低自尊的人。低自尊也可能会导致

对信息的理解不足——因此导致更少的态度改变——如果个体感到不

够够理解信息的话。而且，极度低自尊的人也不会坚定地持有任何立



场，就好像他们在对自己说：“既然我可能是错的，我又能向谁许诺

些什么呢？”

在低自尊和羞怯之间存在高相关，因此，毫不奇怪，在某些情形

下羞怯的人容易被说服（Zimbardo， 1977）。在听完一个鼓吹与自己

立场完全相反的说服性演讲之后，羞怯的人可能会同意演讲者的观点

——但是仅仅只是在人们期望他们公开地捍卫自己的观点时。如果他

们不被期望去进行任何公开的陈述，那么他们就和不羞怯的人一样难

以被说服。

缺乏抵制：相关的案例

有关宗教皈依和态度改变的案例不胜枚举，其中许多案例中，人

们付出了沉重的社会和个人代价。我们来看看以下三种：（1）邪教的

洗脑；（2）皈依于恐怖主义和（3）儿童开始吸烟。

邪教的洗脑。正如我们在第1章中所讨论的那样，像统一教和

Hare Krish�nas那样的邪教在思想灌输方面有着卓有成效的行动计

划。它们也知道怎样选择他们的目标。它们在街头和火车站观察那些

看起来“一筹莫展”的青年。那些处在青春后期的年轻人的思想观念

通常会发生重大转变，他们会感到被疏远和被孤立。他会觉得自己不

被他人所爱并且孤独。向成人生活转变的压力，没有能力决定职业方

向，认识到“现实世界”充满了冷漠和虚伪——所有这些都可能导致

个体怀疑自己父母和主流文化的信念，还有价值观。这时，某些人的

“抵制性变小了”，因此他们易于受影响者的不良思想的感染。

你可以回顾一下，统一教是如何向他人灌输其信仰的（第1章），

自我归因和认知不协调在诱发自我改变中有什么作用（第3章）。这里

我们需要补充一下，主导新成员招募的说服性信息是旨在利用被招募



者当前信念的弱点和不确定性，是旨在突破被招募者的本能抵制——

例如，确认偏差和释义偏差。

这种说服性信息中所包含的“爱的炸弹”，能有效地鼓励那些感

到情感被剥夺的人，也能大大激发一种相信自己非常伟大的动机。由

老练的演说家来做演讲，促使那些被招募者照单全收地聆听。他们必

须“用心听”而不是用脑袋听。“思想开放”意味着易于接受的思想

模式。毕竟，心的理解力是极小的。由背景相似的，有魅力的同伴发

表不那么正式的演讲，其特殊的雄辩术和对语义的曲解，使得现实的

检验难以进行，而重新归因变得容易。不要求听众去赞成什么“新”

的观点或原则，而是要求他们去赞成所熟悉的和美好的字词和短语

（例如，和平和平静）。这些信息，以及那些已融入到本书中所讨论

过的所有影响过程的技巧，对于那些对自己目前生活方式感到不确定

和不安的人来说是不可抗拒的。

道德分离和对恐怖的狂热。人们可能会转而信奉一些能挑动起远

比沉迷于邪教更令人发指行为的信念。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充满了令

人难以置信的恐怖行为的10年。人质的绑架，汽车、飞机、机场和人

流诊所的爆炸，醋氨酚、酸奶和水果中毒事件，对军事基地的自杀式

袭击——简直是数不胜数。人们为何要屠杀、残害和恫吓无辜的公众

呢？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我们应该想想米尔格拉姆关于服从的研究及

其教训，即不仅是可怕的、邪恶的人可能从事邪恶行为，普通的、正

派的人也会从事邪恶行为。在恐怖主义的事例中，我们进一步了解到

普通人可能被说服，从而相信恐怖主义是好的、适当的，以及在某些

情形下夺取无辜生命或使其遭受危险是道德所能接受的。

心理学家艾伯特·班杜拉（1990）把这种说服过程称为道德分

离，并讨论了使其成为可能的几种影响过程（见图6.2）。成为恐怖分

子的人很可能对某一个应对外部威胁的理由有着强烈的忠诚。对强调



威胁的信息的重复，能使他的情绪极端化。进而，对无辜群众的暴力

行为被在道德上被合理化为，是保护“我们的自由”所必须的，或者

是“上帝的意志”的体现。随着恐怖主义被进一步合理化，灌输者利

用对比原则来改变人们对他们所认可的邪恶行为的知觉。他们的理由

是，这些邪恶行为虽然是不幸的，但相对于“他们”对“我们”做出

的所有残忍的行为来说，这些邪恶行为却是那么的微不足道。通过强

调需要得到保护以避免受到外部威胁，参与恐怖行为被刻画为一种道

德责任。此外，灌输者会利用委婉的说法，使他们认可的邪恶行为与

这些邪恶行为对活生生的人造成的实际影响之间的联系最小化。不是

人们将被恐怖分子的炸弹残忍地杀害，相反，是“敌人”或“异端

者”在一次“干净利落的、外科手术式袭击中”被我们这些“自由战

士”毁灭了。

图6.2　如何与破坏性行为进行道德分离

引导人们使自己与破坏行为进行道德脱离的认知和情绪阶段。

资料来源：Reprinted from Bandura， 1990， with permission.

可以肯定，这种向恐怖分子立场的转变和向屠夫的转变并不是瞬

间完成的。班杜拉提醒我们，这个转变过程需要“在道德分离上进行



密集的训练”，在训练过程中，被招募者甚至可能并没有完全意识到

自己正在发生的转变。然而，一旦发生了转变，他们就很容易从事那

些在道德应该受到谴责的行为。同时，一旦被招募者从事了这种行

为，更严重的认知扭曲、移位的情感以及自我辩白将更进一步确立他

们作为恐怖分子的态度。类似的过程也发生在把年轻的希腊士兵训练

成为残酷拷打者的过程中——对其他被指控为间谍或政敌的希腊公民

的残酷拷打（Haritos�Fatouros， 1988）。在这个过程中，军方利

用了选择性脱敏技术来实施将他人殴打致半死的训练：先安排新兵首

先观看笞打，接着短暂地参与一次团体合作，然后更多的完全参与，

最后直接一对一的严刑拷打；在实施这些暴行过程中，没有因为对他

人的脑袋、四肢或器官造成永久性伤害，而引发年轻希腊士兵的犯罪

感、良心不安或任何作为人的怜悯心。

在男孩和女孩的房里吸烟。吸烟也会使令人丧命，虽然比恐怖行

为缓慢。在第1章中我们曾对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

——在学抽烟疑惑不已。大多数的吸烟者从童年期或青年期——通常

在19岁之前，也不乏在14岁或更早——就开始吸烟。

为什么仍有那么多的孩子学吸烟？正如你所料，或从经验得知，

社会压力是主要原因。青年早期是一个对融入群体、形象体面和不再

“只是个孩子”有着高度自我意识的时期。同时青年早期也是开始体

验到他们第一个“认同危机”，以及其思维发展到对可供选择的现实

与生活方式进行概念化的时期（Evans， 1984）。因此，青少年在尝

试新的角色；他们为此不停地试验。他们持续保持的角色，往往能带

来社会肯定和最舒服自在的自我意象。对同伴压力的易感性在青年早

期达到高峰，处于吸烟者群体边缘的高中低年级学生更有可能尝试吸

烟（Mosbach&Leventhal， 1988）。青少年还期望通过模仿成人的行

为来摆脱他们稚气的自我意象。因此，如果父母吸烟，那么他们的子

女就比别的孩子更可能去学抽烟；如果孩子有一个年长的同胞吸烟，



那他就比别的孩子更有可能坚持吸烟（Flay et al.，1985）。在低自

尊或者觉得自己无能的青少年中，这些对吸烟的影响更可能产生不良

的后果（Evans， 1984）。最后，孩子并非看不见那些电视中、出版

物以及公告栏里的香烟广告，在这些广告里，有魅力的成人一边吸烟

一边愉快地投入生活中极尽性感和刺激的活动。

形成抵制的能力

在原则上，使人们变得不那么容易受到影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情。其基本要旨是，把我们这章所强调的能引起强烈抵制和反弹的所

有特征构建成一个相关的态度系统。换句话说，为了改变态度，我们

必须克服一些心理因素，而为了防止态度改变，我们同样可以在一个

人身上培养和发展这些心理因素。这是说服的反面。

有多种方法可以使人们形成对影响的抵制。其中包括：（1）鼓励

他们忠实于已有的态度；（2）给予知识；（3）引导他们练习对说服

性攻击的反驳；（4）对即将发生的针对他们生活方式和态度的攻击给

予预先警告。下面我们分别简要地讨论这四种构建抵制的策略。

坚持立场。明确地表明立场，尤其是公开的立场，是构建抵制的

一种主要方式。正如我们多次所见的，承诺会激发人们抵挡与态度相

反的信息，尤其是当言语和行为的承诺在个体心理上与他的个人价值

观形成联系时（Lydon&Zanna， 1990）。

用以支撑的知识。我们在前面几章谈到，当人们的态度是以对当

前客体或问题的丰富知识和经验为基础时，他们对说服意图的抵制会

更强，我们还回顾了有关这一观点的研究证据。知识使得反驳更为容

易（Wood， 1982）。知识也有助于形成明确而坚定的态度，而这种态



度的可得性使个体不再会被迫地对情境诱发的行为进行自我归因

（Chaiken&Baldwin， 1981）。

在某些情境下，知识基础的缺乏使得个体特别容易受到针对信念

的说服性攻击的影响。在每一个社会，都有许多的信念得到非常广泛

的赞同，以至于这些信念从未受到攻击。这些信念被称为自明之理。

它们被想当然地认为是正确的，且从未被深入思考过。在西方，这些

自明之理有“饭后刷牙是有益的”和“精神病是不传染的”。旨在揭

穿这种自明之理的说服性信息也许十分有效，因为人们对它们的防御

很薄弱。信念生存的堡垒——即它们的认知结构——的围墙是如此之

低，武器是如此的笨拙以至于攻击信息不能得到有效的反驳。基于

此，对以自明之理为目标的攻击形成抵制的一个方法是，给人们提供

支持自明之理的信息和论据。例如，在听到反对频繁刷牙的理由之

前，可以向人们展示由政府资助的研究是如何表明刷牙次数多的人更

少有蛀牙的。研究表明，与那些只是被一个攻击自明之理的信息“击

中”的人相比，那些在攻击信息出现之前就已经获得了支持性防御的

人在接触到攻击信息时更少发生态度改变（McGuire&Papa�georgis，
1961）。

进行预防接种。当然还有更好的抵御说服的方法。威廉·麦圭尔

（Willam McGuire， 1964）在建构对说服的心理防御与预防病原菌所

携带的疾病时涉及的生理过程之间进行了类推。我们通过两种方法使

自己免受疾病的感染。第一种方法，我们通过正确的营养和锻炼来维

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它可以加强和支持我们的免疫系统。然而第二种

方法是，当我们面临一次病菌的强烈攻击时，例如在一次严重的流行

性感冒蔓延时，我们获得接种。我们打预防针时，药水里包含了少量

导致疾病的细菌，这些细菌刺激我们的身体产生抗体从而避免未来细

菌的强有力攻击。



在态度受到攻击时，第一水平的保护，即正确的营养和照顾，类

似于给人们提供一个抵制说服的支持性防御。那么与第二种生理防御

相对应的预防接种的方法是否也能被用来抵御说服呢？麦圭尔推断，

其中一种接种防御策略是轻微地攻击一种信念，通过向人们暗示用以

反驳的论据和鼓励人们想出自己的用以反驳攻击的论据来促使人们反

驳攻击。由于已经遇到了微弱攻击的挑战，人们现在应该有足够的

“认知抗体”去抵制说服细菌强有力的入侵了。这种推论有一定的合

理性。一些研究发现，那些一开始受到对他们的刷牙信念的轻微攻击

的人——这种攻击接着被反驳了——在后来遇到对该信念的强有力攻

击时能够坚持住自己的立场（McGuire&Pa�pageorgis， 1961；

Papageorgis&McGuire， 1961）。事实上，从图6.3对一个研究的结果

总结可以看出，接种预防策略比支持性防御策略能产生更强的抵制。

图6.3　接种导致对“自明之理”的攻击的抵制

对自明之理（如“经常刷牙是有益的”）的说服性攻击使得对该自明之理的信念有

相当程度的减弱。当被试先前被告知支持该自明之理的信息时，他们能对说服信息



产生较强的抵制。但是当被试事先通过接受他们能轻易反驳的微弱攻击而接种时，

形成了更为强烈的抵制。

（资料来源：McGuire&Papageorgis， 1961.）

自我生成的防御。当人们愿意并且能够对即将发生的沟通生成他

们自己的防御时，他们就具有很高的抵制说服的能力。因此，研究表

明，事先警告就是使人们做好预先准备。在一个实验中，高中生们被

告知他们将听到一场强烈反对青少年驾驶汽车的讲座。然后，他们中

有些人即刻聆听了讲座，而另一些人在2分钟或10分钟才开始聆听讲

座。对学生们对讲座的书面反应的分析表明，预先警告和讲座之间的

间隔时间越长，讲座的说服作用越弱（Freedman&Sears， 1965）。正

如被后继研究所证实的那样，在对说服性攻击的期待中，人们生成了

与态度相—致的认知；通过评价的一致性原则的影响，这种认知随着

时间流逝而变得越来越多并且越来越极端（Hass&Grady， 1975；

Leippe， 1979；Petty&Cacioppo， 1977）。但是如果要使所有这些

成分都起作用，人们必须愿意并且能够进行预期的反驳。否则，预先

警告可能导致相反的结果：人们也许会说服自己去接受攻击方的立场

或者一个中立的立场（Cialdini&Petty， 1981；McGuire， 1964）。

运用逆反心理也可能使人们生成他们自己的防御。如果拉尔夫·

纳德（Ralph Nader）和儿童讨论消费主义，他也许会说：“玩具制造

商们认为，只是因为这些玩具在电视广告上看起来很好玩，所以你们

这些小家伙就会冲出去购买。”这些孩子们可能这样回答：“噢，是

的，但我们不需要他们的建议。我们将自己鉴别这些玩具的好坏。”

接种和自我生成防御这两个概念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其中最为

重要的是，它们反对那种只传授最狭隘的、被文化认可的观念与原

则，而对其他不同的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和宗教却吹毛求疵的社会化

和教育体系。例如，美国青年没有接触过其他不同的世界观，他们可



能很难捍卫他们的民主理想以免受不同意识形态鼓吹者的影响。实际

上，这正是朝鲜战争中的美国战俘所面对的情形，审讯者比这些战俘

更了解美国宪法和时事。教育应该使被教育者接触到形形色色的观念

和意识形态，这样才能为逐渐成熟的公民提供捍卫他们自己生活方式

的手段，又能够使他们认识到现有生活方式需要被改进的地方。

引导压力转向有利的方向

构建对说服进行抵制的技术正在被运用到现实生活中，尤其是被

用于那些旨在向儿童传授如何应对消极社会压力的课程中。接种防御

和自我生成防御的技术，已经被用来提高儿童对欺骗性电视广告的抵

制（Feshbach，1980；Roberts， 1982），被用来帮助六、七年级的

学生抵制影响吸烟的压力（Evans， 1984；McAlister， 1981）。社

会心理技术也开始被用于训练青少年抵制将来可能的不安全性行为

（Aronson， 1990）。

吸烟干预计划已经较为成熟。通过由有吸引力的十八九岁的榜样

人物领导的小组讨论和从社会心理研究中改编来的慎密的诱导，儿童

被激励做出不学抽烟的公开承诺。把可能被同伴和广告所使用的支持

吸烟的论据都呈现给这些孩子，让他们思考如何去反驳这些论据

（“如果她沉溺于香烟中，她并不是真正得到了自由”）。孩子们还

被要求认真思考——忠实地写随笔技术——以此来激发他们的自我说

服。通过把同伴压力描述成对自由选择的压制从而唤起逆反心理。

吸烟干预的另一种方法是，通过使用电影和海报对更多的孩子产

生影响。所使用的电影完全不同于那种由一个成年人一边漫谈吸烟的

长期危害，一边告诉孩子们“只要说不”（不告诉他们怎样拒绝）的

电影。相反，由于认识到青少年并不容易受吸烟在40年之后所产生的

健康危害的影响，因此电影生动地展现了吸烟的即时消极后果：例



如，呼吸系统和血液中可测量的有毒物质（一氧化碳）的数量。同

样，由于意识到青少年通常会认为成人不了解他们的生活环境，影片

使用了大方迷人的青少年叙述者，并展现了青少年自己确认的诱发吸

烟的各种压力情景。随着这些情节的展开，同伴和媒体压力的目标对

象成功抵制了吸烟，就像叙述者向这些年轻观众讲述如何成为一个有

效的抵制者一样（Evans et al.， 1981）。

许多研究表明，与传统式讲座或知识灌输相比，这些计划在降低

青少年开始吸烟或继续吸烟的比例方面更为有效（Flay et al.，

1985）。

偏见：一种致命的态度

我们已经详细地讨论了对社会影响过于抵制和过于易感这两种截

然相反的极端。两种极端都有可能导致和维持各种最具有破坏力的态

度——这些态度是种族偏见、民族偏见和宗教偏见的基础。偏见通常

是社会影响力的产物，在青年人有能力或有意愿去抵制这些社会影响

之前，偏见就被埋藏在他们的思想中。但是，一旦他们怀有偏见并且

长大成人，就很难从他们负面的，常常是充满憎恨的观念中摆脱出

来。让我们从一些方面——现在和从前——简要地讨论一下这个古老

的人类悖论：我们为何对邻居既爱又恨。

从现在来看

由于得到谣言称一个黑人青年与纽约一个街区的一名女孩约会，

一群中产阶级的白人青年追赶这个黑人青年，并残忍地杀害了他。这

一事件只是遍及美国和全球的不断增强的众多仇恨或“偏见”犯罪之



一。1989年，在115个美国大学校园里发生了种族或民族屠杀事件

（Goleman， 1990）。

在俄罗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解除了前苏联对其在二战后吞

并的所有卫星国家实行的高压控制。我们欣喜地目睹了民主政权在整

个东欧涌现，并以自由和平的誓言代替了原有的统治。但与此相矛盾

的是，随着民族主义的复兴，相邻国家之间自古以来的敌对以及不同

宗教、文化和肤色群体间的憎恨也随之复活。正如犹太人曾一度被视

为外来者，反犹太主义又开始惹人注意。犹太人的墓碑被涂污上德国

纳粹的万十字标记。

从40年前经济被战争摧毁到今天在世界经济中处于至高地位，日

本这一变化是一个现代的奇迹。尽管富裕成了日本人的一个标准，却

仍然有几百万人过着没有基本人权和尊严的贫民窟生活。他们是日本

的部落民，是日本几百年前封建时代被认为有污点的商人的后裔。这

些商人所从事的商业曾被称为“Eta”，即“充满污物”的意思，包括

屠杀动物以鞣其皮和编制篮子。从事这些商业的人被隔离进指定的村

庄，被迫佩带表明他们“与众不同”的标识，并且只能接受不充分的

教育。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日本的“隐蔽种族”的成员实际上已经

不再属于主流的日本社会。他们的语言、行为方式、习俗及教育的缺

乏，使得他们作为一个至今仍然受经济和政治歧视甚至被蔑视的低劣

阶层而保留下来；而这些经济和政治歧视又强化了他们这种不应得的

身份地位（DeVos&Wagatsuma， 1966）。

从历史来看

当托马斯·杰斐逊起草《独立宣言》时，他在第一稿中写入了一

份对人类奴隶制的责难书，谴责了乔治三世在殖民地推广奴隶制度的

做法。但是由于第一稿《独立宣言》不被南方代表团所接受，这份责



难书在最后的定稿中被删掉了；尽管奴隶制度是不道德的，但却如此

地有利可图。

直到1922年，美国还没有反对私刑的联邦法律。《纽约时报》上

的一则广告试图确保这样一个法案通过，该广告陈述了一个事实，即

在之前的30年中，3000多个美国人被施以私刑；在过去的4年中，28人

被暴徒处以火刑而致死。在这些被普通公民残忍杀害的人中，大部分

是黑人。

希特勒准备在全球采取法西斯统治，不仅用军事力量来达成此目

的，还设计了当时最强有力的宣传系统。通过公开集会、电影、书

刊、歌曲和广告传单，有条不紊地向德国的潜在敌人散布恐惧和绝

望。他们非常恶毒地制造偏见，并把这种偏见密集地指向所有不被元

首所谓的“优秀种族”喜欢的人，特别是犹太人。这种偏见以特殊的

教材形式开始，像漫画书（要求所有在校学生必读），在书中用最消

极的刻板印象来描绘犹太人（Kamenetsky， 1984）。在后来成千上万

的犹太人被围捕并驱逐到集中营去做奴隶以及被毒气杀害时，已经没

有必要去证明这种对人类价值的剥夺是否合理了；在德国民众的思想

里这些“敌人”已经被去人性化了。

在这每一个事件中，偏见都是决定性因素。当一个儿童仅仅因为

他被标记为有不可接受的差别而被拒绝参加游戏时，或者当一个大学

生因种族、肤色或宗教的原因而感到不适应时，偏见也在以不很显著

的方式起作用。偏见每一天都在某些地方伤害着某些人。它可能压迫

一个民族；例如，把反对歧视正式地写入国家法律中的南非，照样存

在着偏见。偏见还可能贬抑人类精神和毁坏人类生活。

社会心理学对偏见的关注



社会心理学家很久以来一直在关注偏见的动力学特征。的确，现

代社会心理学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一些心理学家试图理

解为什么理性的个体能如此容易地转变为没有头脑的民众。在这些社

会心理学的先驱者中，许多人本身就是从纳粹的迫害下逃往美国的少

数群体的成员。他们的学术兴趣是理解偏见是如何发展的；他们的直

接目标是发现用以改变偏见态度的策略和克服歧视的策略。

偏见是一个谜：即使在信奉平等、友爱和民主等思想的社会里，

偏见也似乎一直是人类环境的一部分。在这些社会中，也早就有一些

群体致力于改变偏见，但他们只取得了最低限度的成功。在美国，虽

然一些极明显的偏见形式不再存在，但仍然有大量证据表明偏见和歧

视没有消失——它们以多种巧妙的伪装使自己隐蔽起来，尤其是在有

教养的人中。

在这非常有限的篇幅里，我们只能对偏见这个极为重要的议题进

行简短的概述（在第2章中，我们已经触及了偏见的社会学习方面；在

第7章中，我们将关注偏见怎样在无意识水平上自动地起作用的新研

究）。

偏见（prejudice）是针对目标客体的一种习得态度，通常涉及消

极情感、厌恶或恐惧，以及支持这一态度的一系列消极信念，和回

避、控制与支配那些目标群体内个体的一种行为意向。偏见常常是一

种基于有限信息的预先判断，这种预先判断使得态度变得毫无根据和

非理性。一种带有偏见的态度就像一个有偏差的过滤装置，它会影响

对目标群体中个体成员的评价。刻板印象（stereotype）是一种带有

偏见的信念，即构成关于目标群体的心理图式的一组认知。刻板印象

支持带有偏见的情感，并且被那种消极情感或目标群体的辨别性线索

所激活。刻板印象的一个基本认知目标是，通过把个体的某些信息加

以分类，从而使复杂的事物简单化，同时使我们所知觉到的世界更加



具有可预知性和可控性；因此，刻板印象一旦形成，就会强烈地影响

到对有关信息的加工。这样，刻板印象就影响到对信息的知觉、编

码、记忆储存和提取。当偏见被付诸行动，或者说当偏见外显于各种

行为方式时，歧视（discrimination）就发生了。因为歧视导致了公

民之间的不平等，所以我们制定了法律以禁止或惩罚居住或雇佣领域

中特定形式的歧视。然而，我们不能立法去禁止持有偏见的态度。的

确，近年来，随着显而易见的偏见在美国社会的减少，种族主义态度

采取了各种伪装的形式，这些伪装形式是与个人主义、独立和基督新

教工作伦理这样的美国传统价值观相联系的。这种新形式的偏见被称

为象征性的种族主义，它是以拥护保守的价值观为基础的，该偏见认

为某些少数民族威胁或违背了这种保守的价值观（Kinder&Sears，

1981）。

偏见态度的起源

偏见的起因很多而且复杂，这些不同的起因又常常交织在一起；

因此，很难采用任何单一方法来克服偏见。在某种程度上，偏见可以

被视为一种内在倾向性，即个体的人格和心理情绪的机能。另一种不

同的视角是，关注引起（和克服）偏见的环境和情境因素，即奖赏、

惩罚、社会学习和从众压力的作用。我们知道，对大多数心理现象的

研究，都专注于这一对起因。除此以外，还有一些研究在更宏观的水

平上——在历史的、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文化的水平上——探讨偏

见的起因。我们将讨论并整合每类研究的成果（Allport， 1954）。

历史和社会文化的根源。当前对一个目标群体的歧视，可能是若

干年前或若干世纪前的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因为某些原因而形成的价值

观的延续；这些原因现在也许还存在，也许已经不再存在。这种历史

的视角强调对群体间甚至国家间的敌意的理解，这些敌意起源于代代

传承的老传统、刻板印象、戏谑和信念系统，而没有考虑到事情的真



相或变化着的环境。当权者相对被歧视者的经济优势，既体现在奴隶

制度、种族隔离政策和日本对其部落民的待遇上，也体现在对妇女与

少数民族的晋升限制和不平等薪酬上。偏见与歧视对某些人有利；在

过去，偏见与歧视曾为作为奴隶主的美国开国者们带来利益；而现

在，它们依然在为那些在矿场、农场和工厂中剥削缺乏技能的劳动者

和蓝领工人的人谋利。政治意味着权力。偏见与歧视的经济基础和政

治基础是相关联的；偏见与歧视的政治根基涉及到剥夺某些群体的公

民权，这些群体可能投票反对现状、试图合法地改变他们低下的社会

地位，或者希望拥有土地和财产。最后，对偏见原因的社会文化分析

能使我们了解到有关的社会问题：新移民导致的城市人口的变迁，人

口密度，以及当不同群体被迫相互竞争有限的珍贵资源、工作、住房

和空间时引发的文化价值观、礼仪和习惯模式的冲突。

内在倾向性和社会环境：一种功能分析。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类型

的分析，源于把偏见视为独特人格类型一部分的思维方式。这种观点

最初是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者提出的，它强调构成了“权威

人格”或“反民主人格”核心的一组特质（Adorno et al.，

1950）。通过问卷、访谈和心理量表，这种观点把人区分为具有高权

威人格或低权威人格的类型，分别称为高—F（法西斯主义）或低—F

类型。它认为，个体的反犹太人的偏见，种族中心主义以及其他价值

观，与助长服从权威而敌视较低地位者的不同儿童教养方式和社会学

习有关。这种个体特别容易受媒体偏见或权威的影响，尤其是当他们

的安全感受到威胁时。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弗洛伊德关于偏见

性态度具有自我防御功能的思想，我们在本章前面部分曾讨论过自我

防御功能。某些人所持有的偏见是他们人格特征中某些缺陷的表现，

是被压抑的敌意和未表现出的冲突（通常是针对他们自己父母的）的

表现；这些敌意和冲突被向下置换成了为社会所认可的替罪羊，从而

在强度上变弱了并且“看上去也不同”了。于是，这些人可能会将他

们自己潜在的暴力冲动或性冲动投射到少数目标人群上。



如果接受这种关于偏见的起源的观点，那么改变偏见的策略就应

该是，通过心理治疗使偏见持有者意识到这些还未得以承认的被压抑

情感、偏见性态度和歧视行为之间的关系。然而，由于这种观点太过

局限于个人的内在因素而没有认识到偏见的社会起因，因此社会心理

学家并不把它看作是对偏见成因的全部解释。此外，这种克服偏见的

方法依赖于让所有偏见持有者都参加心理治疗，以使他们自己摆脱那

些他们自己并不知道的心理问题，而这些人恰好是那种抵制对自己进

行个人分析的人；因此，这不是一种能在社会范围内矫正偏见的有效

方法。

我们在前面曾看到，态度至少具有三种其他功能：知识功能、社

会适应功能和价值表达功能。通过形成和维持偏见性态度可以行使这

些功能。我们有理解和有意义地组织自己个人的经验世界的基本需

要；我们从权威人物和同伴处得到的信息和指导以清晰一致的方式塑

造了这种需要。在许多领域内，权威人物和同伴以事实的形式提供了

精确的信息；因此，当他们呈现他们自己对少数群体“事实”的偏见

性观点时，人们倾向于相信他们。当所呈现的新信息含糊不清时，即

当个体改变了他的环境或者与少数群体成员有了正面的直接接触时，

这种知识功能是易于被改变的。回想一下，我们在第5章里曾经提到，

接触积极情境会引发喜爱并促进积极的认知反应。

但是，父母和其他影响者常常不只是传递信息；他们还会对符合

他们期望的信念和行动给予奖励。当我们利用一个态度客体来满足某

些需要、获得社会的或实际的奖励并避免惩罚时，态度的社会适应功

能就开始发挥作用了。我们怎样能改变基于适应功能的偏见呢？通过

改变情境中的奖励结构、把个体转向于一个不同奖励的情境中，或者

把焦点集中于其他可满足这些需求的途径并创设新的期望水平，我们

可以改变这种偏见。



最后，维持积极的自我认同和以提高自尊的方式行事对于我们的

日常活动是非常重要的。通过赋予我们一种认为自己优于那些低劣和

渺小的人的错误优越感，偏见性态度有助于支持价值表达功能。很明

显，基于这种功能的偏见，如同自我防御功能一样，比基于知识功能

和适应功能的偏见更难被矫正。为了消除这种消极的下行社会比较形

式，必须使怀有偏见的人和群体对目前的自我意象不满意，通过环境

输入的信息逐渐破坏支持原有自我优越感的价值观，同时要创造一个

用于形成一种不依赖于对他人的压制的积极自我意象的新基础。这是

一个很高的要求，但它意味着社会和社区领导必须要更加具有创造性

地寻找新的方法，从而使其成员从自己身上和通过他们自己的亲社会

活动来发现自尊来源。

减少偏见及其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歧视，例如种族隔离政策，

是我们社会和整个世界所面临的最紧迫的挑战之一。减少偏见和歧视

是一件相当困难的工作，这是因为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时，在我们

心目中会自然而然地形成态度和社会类别（Hamilton&Trolier，

1986）。正如我们多次谈到，态度和其他思维定势一旦形成，就会对

我们加工新信息的方式产生影响。带有偏见的头脑倾向于扭曲客观刺

激，从而使其符合于类似的偏见“信息”。虽然减少偏见和歧视是一

项很复杂的任务，但是，那些具备相关社会影响和说服策略的人一定

愿意采取协调而系统的措施，来对降低偏见及其对我们生活造成的隐

蔽而广泛的破坏性影响。

最后提示：做一个开放而不人云亦云的

人



生活并不容易。我们既不能成为一个本章后半部分所讨论的人云

亦云的人，也不能做一个在本章前面部分所讨论的过于固执的人；当

既定态度或自我卷入态度模棱两可时，我们极易变成这两种人。让我

们以一些保持平衡的建议来结束本章：拥有一个开放的但不易受骗的

头脑。

●首先要意识到，情境和沟通者因素已被证明能提高影响的可能

性（例如，见Andersen&Zimbardo， 1984）。然后，判断你是正在对

这些线索做出反应，还是在对有价值的信息或要求做出反应。沟通者

是否过于强调社会共识或者他与你的相似性？给予你的帮助是真诚

的，还是旨在使你感到有必要做出报答？沟通者的行为是否过于自

信？然而，请对似乎微不足道的情境性要求——角色关系、制服、头

衔、权威象征、群体压力、规则和依从的语言——保持敏感。

●练习系统化的信息分析，以便养成在所有具有一定重要性的影

响情境中进行系统化的信息分析的习惯。在你的思想中寻找偏见。目

标是变得正确，而不是为了一致性、有抵抗力或者优雅。请仔细地注

意那些增强“真理终将胜利”的可能性的信息细节。

●返回和暂停。不要允许自己被迫立刻在虚线上署名。在买卖情

境中，要三思而后行；在做出一个代价高昂的承诺之前，最好向无偏

见的朋友或者家人征求建议。最后期限极少是一成不变并镌刻在石头

上的。因此，向最后期限提出挑战。

●分析影响环境中的责任感或内疚感。这些责任感或内疚感合乎

道理吗？它们被影响者操纵了吗？这些分析将有助于保护自己免受

“登门槛”效应和“闭门羹”效应的一连串改变（例如，参见

Cialdini，1988）。同时，做一些我们曾经鼓励我们的学生去做的练

习：练习作为一个影响的受害者或影响目标。将自己置于一个易受影

响的环境里，比如，假装要购买一辆二手车、立体音响、昂贵的运动



器材或新娘礼服等；记录并稍后分析商家对你使用的影响策略和你对

这些策略的感受。当然，请不要带上现金、信用卡或支票，免得你败

在影响战壕里。

●练习说“不”，并应付它所引起的麻烦。学会承认自己的错

误，而不要坚持愚蠢的一致性。宁愿去承受金钱、时间、精力甚至自

尊上的短期损失，也不要去承受因固守一个糟糕的承诺而付出减少认

知不协调努力的长期代价。接受“沉没成本”，拒绝诱惑，从自己犯

了错误的情境中摆脱出来。说出在人类词汇中最难说出口的三个短

语：“我错了，对不起，我犯了一个错误”——然后对你所得到的教

训加以评价，以免再次发生同样的错误。

●不要相信对复杂的个人、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简单解决方法。如

果这些简单解决方法有用，早就有人使用过了。我们需要一种理性的

怀疑；回忆一下你从陌生人那里得到的一见钟情的无条件的爱，当你

不做他们所期望的事时，这种爱就会即刻消失得无影无踪，快得像它

会在一瞬间爆发那样。这种“微波式”迅速升温的关系是可疑的；信

任需要花时间去发展和获得。

●要回避你所不熟悉的、你自己不太可能控制的和你没有行动自

由的“全然情境”——即你需要依赖于他人以获得信息、奖励和引导

的情境。一旦陷入此种情境，立即检查对你的独立性和权威性的限

制；找出那些可能束缚你的强制性规定。找出身体和心理的出路：做

好启动应急按钮和大声求救的准备，做好接受因你的退出而引起的麻

烦和威胁的准备。在米尔格拉姆的研究中，或者现实生活中的配偶虐

待关系、邪教和其他许多影响者拥有“环境控制”的强大武器的情形

中，这是几乎毫无办法的事（Lifton， 1969）。

总之，做一个社会影响的明智消费者。无疑，在你的一生中你将

“购买”很多的影响，也将直接“推销”相当多的影响；有时你可能



还同时“购买”和“推销”某些影响。因此，这里以及本书各个章节

所给出的建议，不应该仅仅被当成那种一旦考试结束后就可以从记忆

清除的“书本知识”。正如你将发现，这些建议是能够提高你生活质

量的重要日常生活规则或者“街头的生存智慧”。

小结

本章讨论了影响力的极端情形。首先，我们探讨了人们为什么抵

制态度和信念的改变，同时我们讨论了影响者用以克服这种抵制的方

法。然后我们转到了相反的情形中，即人们过于容易被影响，我们也

讨论了如何提高回避那些不受欢迎的说服的能力。在本章的最后，我

们列举了许多可以用来在两个极端间达到个人平衡的策略。

●对说服和其他形式的影响的抵制得到了人类心理上“认知保守

主义”的支持。如果我们有一个关于某个事物的假设或理论，在我们

收集新数据来支持它时，我们倾向于使用确认策略。我们会询问那些

其回答只能“证明”我们预感的问题，并采纳支持预感的正面例子作

为证实预感的充分证据（没有寻找负面例子）。这种确认偏差在我们

回顾过去的信息时也会出现。我们会更容易回忆起与当前信念一致

（而不是不一致）的事情。最后，一旦一种信念被信息所塑造，我们

会继续保持它，即使信息是不可信的。该信念建立在我们通过确认所

产生的观念之上。

●动机也有助于抵制改变。当一个问题有个人关联性并且当个体

被激发去思考与问题相关联的信息时，就有了态度的卷入。态度卷入

的基础形形色色。当目标是一种正确的或为社会所接受的信念，而且

人们没有专注于已有观点时，他们会有一种建构动机，并且对与目标

相关的新信息保持开放（就认知保守主义将使他们采取的态度而



言）。但是，当人们具有确认性动机，即具有去捍卫或确认已有观点

的愿望时，他们对新信息会采取相对封闭的态度。当人们承诺了某一

种立场，并且态度是高度自我界定的或者是与重要他人所共同拥有

的，会存在确认性动机。

●一种特别重要的确认导向状态是自我卷入，它以对问题的态度

和个体自我界定的价值观之间的紧密联结为特征。自我卷入与狭窄的

中立区和宽泛的拒绝区有关。相近的立场被同化了，看起来就像和个

体自己的立场一样；但是，即使稍微有差异的立场也会被对立、扭

曲，以至于看起来非常不同，并被彻底地拒绝。

●有几种影响策略可能有助于部分地打开一个封闭的、确认导向

的头脑。首先，我们可以鼓励影响目标考虑对某一重要他人的可解释

性，而这一重要他人所关注的是信念的准确性。具有可解释性的人们

会以一种更复杂和平衡的方式来评价沟通。其次，鼓励影响目标“考

虑对立面”，正如他们评价新信息那样，想象真理与他们相信的立场

相反。第三，影响者可以使用语言学上的“舌尖策略”。以诱发与态

度不一致的答案的方式向影响目标提问，从而通过自我归因和自我说

服，推动态度改变。

●态度对不同人群行使不同的功能；这一知识是第四种克服抵制

策略的基础。态度可能有助于表达自我界定的价值观，可能保护自我

免受潜意识冲突的干扰，或者会使社会接受更为容易。如果信息证明

了某一种不同态度能够更好地满足其潜在的功能，那么该信息将会引

起更多的态度改变，当然影响者首先必须发现态度所行使的功能是什

么。

●已有的牢固态度和信念通常能抵制改变，而不那么牢固的态度

和信念却可能会轻易地发生动摇。在环境发生迅速而彻底的变化、个

体产生了“信念危机”或者个体具有低自尊的情形下，易受影响同样



是可能的。邪教教条的灌输、通过道德分离过程招募新成员进行恐怖

活动和儿童学抽烟，是对影响者彻底屈服的三个例证。

●在易受影响的信念系统中构建抵制，涉及到发展和强化某些心

理因素，这些抵制的心理因素与那些支持认知保守主义的心理因素相

同。通过激励人们对他们已有态度做出承诺，通过赋予人们与其态度

相一致的知识和经验，可以构建抵制。预防接种有两种方式，一是轻

微地攻击人们的信念，二是预先警告即将出现的攻击。这两种方法都

会促使人们去形成他们自己对其立场的论据——形成能够成功地反驳

强有力攻击的认知反应。

●偏见是一种关于某一社会群体的负面态度。在个体最容易受影

响的童年时期，偏见通过社会学习和工具性学习发展而来。一旦形

成，偏见性态度就很难被改变。偏见可以行使某些心理功能（例如：

自我防御、社会适应等），可以获取经济利益，也可以得到刻板信念

的支持，这些刻板信念通过对目标群体信息的释义偏差而不断被“证

实”。

问题与练习

1.请解释为什么“极权主义自我”这一术语所暗示的类比可能是

适当的。现在请进一步地进行类比：为什么态度的戏剧化转变或者对

影响的妥协可以与极权主义国家所发生的变化相类比？（提示：思考

一下，当环境发生彻底的改变或受到强大的影响时，态度为什么会

“屈服”，并把它与为什么极权主义政府有时会突然垮台作比较。）

2.想一想你生活中的某个人，你非常想要以某种方式去改变他，

但是他却抵制这种改变。请描述你为此已做过的但却失败了的努力，

并使用本章所阐述的观点分析这些努力为什么会失败。请概述在阅读



完本章后，你认为通过采用什么样的新影响策略会使你的努力取得成

功。（如果你目标是亲社会性的，或者对被影响的个体是有利的，那

么请尝试将它们付诸实践。）

3.请描述一种你曾被另一个人或一个群体所说服或者影响从而相

信了某一种行为或信念，而你后来为此感到懊悔的情境。从与作为一

个“人云亦云的人”有关的动力和因素方面来分析该情境。换句话

说，为什么你屈服于这种社会影响？

4.请描述动机和目标如何影响与态度相关和与信念相关的信息的

加工。至少识别四种不同动机，并将它们分别归入建构性动机或确认

性动机中。



第7章 影响、觉察与无意识：什

么时候你没有意识到的东西会改

变你

对影响的觉察与意识◆非言语（且不一定是有意识的）信息◆阈下刺激：难以察觉的

影响◆觉察与意识：结束语

当会议结束的时候，比尔确信在会议中做出的团体决策是令人满

意的。但实际上，在会议刚开始时，比尔并不能完全使与会者接受

“撤消对那个有争议的电视节目所提供的赞助”这一提议。但是苏珊

·约翰逊的调查数据相当清楚地表明，那些将对该电视节目中与性有

关的主题感到不快的人，正是那些可能购买他们公司产品的人。相对

于克伦威尔和柯蒂斯那些自我服务性意见，你更能信任蒂姆·格兰维

尔对关键事件的敏锐判断力。

这样就产生了比尔为自己对这一决策的关键支持所做出的合理化

解释。但是琼·莫拉诺走向比尔，并对他说：“比尔，你为什么让格

兰维尔如此影响你呢？有时他对你的控制是那么明显。就像今天，我

知道在会议开始时你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但是你还屈服于他的立场

了。”

比尔非常吃惊：“你是什么意思？约翰逊的调查数据才是关键。

不论格兰维尔在想什么，中止广告赞助都是有意义的。我的决定是我

自己的事，我根本没有受他的影响。”



“拜托，比尔。你早就知道了这一调查结果。而且，一旦格兰维

尔告诉我们他的意见，你就会倾向于他的立场。然后格兰维尔就开始

用赞扬、眨眼和他马基雅维里式的微笑向你发出信号：‘你和我比那

些家伙要更了解状况，不是吗？’从而肯定你那些支持他的评论。因

为他知道你有多讨厌克伦威尔，所以格兰维尔强调从你的角度来看他

与克伦威尔之间的不同意见。尽管你通常是一个独立思考的人，但是

很明显，蒂姆·格兰维尔知道怎样打动你。”

比尔继续坚持说，是事实本身支配了他的决定。只是他和格兰维

尔恰好在许多问题上有相似看法，仅此而已。但是琼无论怎样都不相

信比尔所说的。更糟的是，几乎比尔的每一个朋友都同意琼的意见，

即在某些问题上，比尔受到了格兰维尔的影响。

我们都会认识一些像比尔这样的人，他们经常被某些他人或者某

些经历所影响：然而他们自己却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比尔的这一案

例指出了一个更加常见更加重要的问题：有时我们对那些塑造我们态

度和行为的力量毫无察觉。你是否总能认识到：演讲者真诚的笑容有

助于赢得他对你的说服？广告音乐能激发令人愉快的联想，而这种联

想稍后会出现在脑海中并影响人们的购买决定？个人风格的哪方面使

你接受了约会？

影响常常发生在我们意识觉察水平之下。影响策略可能对某人如

何思考、感受和行动有一定的预测效果，但是该个体并不知道这些策

略是如何影响了他的心理状态和行动的。例如，回忆一下第2章，你可

能会发现“虚报低价”技术和“登门槛”技术之所以会起作用，部分

原因在于它们激发了的这种义务感。但是你可能并没有有意识地觉察

到你依从的原因是因为你的义务感。即使你确实有意识地感受到了，

你可能也不会认识到你的义务感是由先前对一个有意的小请求的依从

而引发的，而那个发出这个小请求的人轻易地叩开了你的大门。如果



你认识到了，那么我们敢打赌你将不会同意第二个大一些的请求。你

可能会愤怒地反抗这一“明显”想要操纵你的企图。通常，一旦我们

觉察到了一个有计划的、想要影响我们的企图，那么这一影响就不会

发生了。逆反心理被激活，我们会加以抵制或反抗。

这与认知不协调相同。在第3章中，我们已经知道情境压力可能偶

尔会迫使你以与自己态度相反的方式行动。当这样的情况发生时，如

果你相信你是自由选择做出这一与态度不一致的行为的话，那么你的

态度可能会变得与你的新行为一致。但是实际上你并非真正进行了自

由选择；那只是实验者或销售人员制造出的一种错觉，用以提供足够

微妙以至于你意识不到的诱因，但是它们却足够强大，能够引导你的

思维和指导你的行为。是情境使你依从，但是你却认为自己做出了个

人的、基于内在倾向的决策。在实验后的访谈中，研究者注意到，似

乎没有迹象表明在认知不协调研究中的被试认为自己曾被“诱使”去

从事某种行为。许多人甚至没有觉察到他们改变了自己对一些重要事

物的观点，即使他们的行为与认知不协调理论和研究者们所预测的完

全一致（Bem&McConnell， 1970；Nisbett&Wil�son， 1977a）。

在我们没有完全觉察到说服信息对我们有影响的情况下，说服信

息是如何对我们施以影响的呢？一种途径是通过我们对直觉线索的依

赖。当我们基于信息源的可信度、受众的赞同或者其他一些线索来决

定接受或拒绝信息时，我们并不是每次都能意识到直觉线索的作用。

有趣的是，相对于那些明显以我们为目标的信息，我们更容易被那些

我们“偶然听到”的信息所说服——这些“偶然”的信息似乎并不是

针对我们的（Walster&Festinger， 1962）。很明显，如果信息并不

被认为具有深思熟虑的影响企图，那么我们就不能够做出“沟通者那

样说只是为了说服我”这样的归因。因此我们会更加乐意相信这一信

息。然而，我们未必能觉察到无意听到的信息何时会对我们产生影

响，也未必能觉察到我们把知觉到的意图当作了一种接纳线索。例



如，“当E.F.胡藤发言时，人们就聆听”——特别是当胡藤并不是与

这些人谈话时。

我们也可能没有认识到认知启动（cognitive priming）的影响。

在一项启动研究中，首先呈现一种刺激，从而在被试头脑中引入某个

特定概念或者某种情绪。然后呈现另一种刺激——例如，说服信息。

研究发现，被试无意识地和自动地被吸引到那些他们已经“被启动”

或者“打算”去思考的信息上面（Sherman， 1987）。

在本章中，我们将探讨意识以及无意识知觉与思考过程之间非常

有趣的相互联系，同时还将探讨这种联系对于社会影响的重要意义。

首先，我们将描述心理学家们如何会相信意识与无意识在发生作

用。然后，我们将运用他们的理论来解释为什么在不清楚原因的情况

下，我们会喜欢或不喜欢某些人和某些事物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

将考虑我们的一些反应——甚至一些非常重要的反应——怎么会是

“无意识的”和“自动的”。接着我们将会探讨非言语沟通：它并不

是指你的言语所说的内容；而是指你的音调、你的表情、眼睛和你的

姿势所表达的内容。我们经常觉察不到自己在传递非言语信息——或

者说觉察不到自己在阅读非言语信息并且被其所影响。最后，我们将

深入讨论阈下影响这一有争议的问题。广告商们是否能够向消费者的

无意识传送信息，并且期望更多的购买行为以作为对这一隐性投资的

回报呢？我们将了解科学研究如何解释这一影响，这种伦理上存在争

议的影响是否确实有作用。

在探讨无意识影响之前，我们需要指出，尽管我们通常觉察不到

各种影响力量，但是有时我们还是能够清楚地觉察到它们。例如，在

说服中人们有时会有意识地使用直觉的经验规则来进行决策。你可能

会非常严肃地辩解说：“我没有时间对这一复杂消息进行分析。但

是，我将相信这一信息源，因为她是一名拥有资深背景的专家”



（Chaiken et al.， 1989）。在前一章中，我们曾建议，为了避免对

影响过于开放或过于封闭，我们应该尝试与影响情境中我们作反应的

对象有所“联系”。人类意识能够使我们与外部世界及其对我们的影

响产生“心理联系”，但这种“联系”只有在人类意识的固有范围内

才有可能发生。而本章的焦点是发生在这一范围以外的东西——无意

识发生的影响。

对影响的觉察与意识

什么是意识？一般而言，意识到某物就是觉察到某物。在我们正

常的清醒时间内，我们的意识包括了视觉、听觉、其他感知觉、体

觉、情绪和思维。在此之上，我们还必须加上我们对自己觉察这些事

情的意识。我们运用“意识流”来描述日常生活中在我们的意识中进

进出出的那些感觉和思想。当然，我们确实对意识的内容有一定的控

制。我们能够集中自己的注意；我们能够注意到外部世界中的某一特

定刺激或者是内部生成的记忆或观念。我们能够保持自己的注意并把

它集中在——例如，言语信息上。意识的这一特征使“思考出”对刺

激的反应成为可能。

尽管觉察是有帮助的，但是就对环境刺激进行心理登记而言，我

们却不需要意识到这些刺激。在我们清醒的每一刻，我们的感觉系统

都捕获着大量的外部信息。我们在同一时间所能注意到的刺激量是有

限的，因此在数量庞大的刺激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能够被有意识地注意

到。注意是一个容量有限的加工过程。完全没有被注意到的信息被暂

时保存在“感觉存储器”或者“缓冲器”中；除非注意转向了它，否

则这一信息将会很快消失（Broadbent， 1958；1977）。



然而，研究者发现，注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被分离，同时，还存

在注意程度的不同。此外，人们可以同时对多个刺激进行心理分析，

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平行加工（parallel processing）

（Kihlstrom， 1987）。因此，在我们的大多数注意和我们的全部觉

察都被最显著的环境刺激所消耗的同时，我们还可能对缓冲器中的信

息进行无意识分析，然后对这些信息进行进一步的加工，从而使其进

入决策和记忆中。例如，当你阅读这一段文字并且专注于对你最为重

要的那些内容时，房间里可能还有你所“听过”的、你喜欢或不喜欢

的背景音乐。你可能会回忆起你第一次听到这段音乐时你发现自己饿

了，但又意识到现在并非晚餐时间，并且尽力使自己回到被多重觉察

干扰以前你正在思考的问题上去，这些觉察使你不能“全神贯注”地

阅读本章。

许多认知心理学家认为，信息并不一定要被注意到才能对思维和

行为产生影响（Bowers，1984；Mandler&Nakamura， 1987）。同样，

在判断、评价、问题解决、理解和信息整合中所进行的高级心理过程

也可以发生在我们的意识之外（Kihlstrom， 1987）。正如一名认知

科学家所指出：“是思考的结果，而非思考过程本身，自发地出现在

意识之中”（Miller， 1962，p.56）。因此，我们可能并没有有意识

地觉察到那些对我们产生了影响的难以觉察的刺激，甚至没有觉察到

那些显而易见的刺激是如何进入到我们的判断中的。

让我们将眼光投向影响的世界，从而获得关于这些意识属性的证

据及其对影响的意义。我们将特别探讨：（1）对特定刺激的情感依恋

（或者拒绝）是如何通过条件反射和其他我们觉察不到的过程而形成

的；（2）我们能够非常清楚地觉察到某些刺激，却不能觉察到这些刺

激是如何对我们的思维和判断产生影响的；（3）对环境的某些反应如

何能变成我们完全不加思考就做出的自动化习惯。



觉察、联想与情绪

觉察并不是形成情绪的一个必要成分。想一想巴甫洛夫的经典条

件反射。把一个中性刺激（条件刺激）与一个能够自然激发情绪的刺

激（非条件刺激）进行足够多次的匹配，中性刺激就会获得诱发相同

强度情绪反应的力量，甚至稍后在它单独呈现时，亦有如此力量。的

确，我们可以由此推论出一个强有力的论点：通过合理安排条件刺激

与非条件刺激的呈现，个体所能知觉到的任何刺激都可能诱发他所能

做出的任何反应——从肌肉抽搐到心脏跳动，从焦虑反应到喜欢和不

喜欢。

行为主义之父约翰·华生运用这一思想使一个原本不知害怕为何

物的婴儿变得害怕任何带皮毛的东西。他的研究表明，通过对任何中

性刺激（例如白鼠）与一个非条件刺激（例如刺耳的噪音）进行匹

配，可以迅速地使像恐惧这样的强烈情绪得以条件化。一旦这种条件

化的恐惧建立起来，那么它将可以泛化到猴子、狗、毛皮大衣，甚至

带有胡须的面具等这些并没有与令人害怕的刺激直接建立条件反射的

东西上。

经典条件反射是广告商们喜欢的一项技术，他们常常在富含强烈

感染力的情绪化意象（例如，性感的人和怀旧歌曲）的背景中呈现他

们的产品。严格控制的实验室实验证实，这些条件反射策略非常有效

而且效果持久。通过将中性词语、无意义音节（比如“wuj”）、名字

和概念与已经具有情绪倾向的刺激重复配对，可以使人们条件化地喜

欢或者不喜欢这些中性词语、无意义音节、姓名和概念。在一项著名

的研究中，相对于那些与消极词汇（“痛苦的”）一起出现的民族名

称，对那些先前重复与积极词汇（“高兴的”）同时出现的国家名称

如 “ 瑞 典 人 ” 和 “ 荷 兰 人 ” ， 大 学 生 们 的 评 定 更 加 积 极

（Staats&Staats， 1958）。



在类似的研究中，一些被试注意到了对刺激的系统化安排而另一

些被试则没有注意到（Page， 1969；1974）。但是，条件反射甚至可

能会在那些没有注意到这一安排的人中间发生。此外，无论他们是否

注意到了条件刺激与非条件刺激的重复配对呈现，被试不一定会意识

到他们的态度（例如，民族评定）已受到这些匹配的影响

（Petty&Cacioppo， 1981）。

如果巴甫洛夫这个名字让你想起些什么，那么西格蒙德·弗洛伊

德会引起什么联想呢？对于心理学的初学者来说，可能是睡椅、冲

突、口误和神秘的自我、本我及超我。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认

为，能够产生重要行为结果的特定态度是以童年时形成的联想为基础

的。这一理论指出，强烈的心理冲突（常常与不可接受的性驱力和攻

击驱力有关）受到了压抑——没有被觉察到，如果这些心理冲突被觉

察到，就会引发焦虑并对我们的自我价值构成威胁。它们被深深地埋

藏在了无意识中。在冲突的形成过程中，会有某些刺激与其产生最初

的联系。当遭遇到这些刺激，可能会触发这一联系，进而产生强烈的

焦虑。为了避免那种焦虑并继续将冲突隐藏在无意识中，个体会采用

某种自我防御机制。自我防御机制有多种形式，例如否认、投射或者

合理化。个体可能会采取的一种形式是对刺激的自我防御态度伪装下

有意识的反对。

想想乔，他是一个反对任何形式的色情“污秽”组织的领导者，

他宣称这些色情“污秽”正在污染我们的世界并且将生活变得使正派

的人们难以忍受。像乔这样的人可能对性存在着无意识障碍，任何性

刺激都会引发他们的焦虑，进而令人恐惧的冲突将会出现在意识中。

乔会如何将它保存在心理底层那本属于它的地方，而不是在人前炫耀

它呢？作为一种自我防御，反向作用将会使乔以与自己无意识倾向相

反的方式行动。因此，他现在对任何的色情内容均感到厌恶，例如色

情文学。他形成了一个信念系统来支持色情文学危害社会这一观点。



通过领导反对在他所居住的社区开办“成人书店”的运动，乔将他的

新态度付诸于行动。他知道色情文学有多么狡猾和可怕，因为他已经

亲自检查过数以百计的令人恶心的色情杂志和每部25美分的三级片录

像。当然，乔决不会将他热诚的义务行为与他个人的性问题联系在一

起。

根据我们在第6章中描述过的态度的功能理论，这一“反色情”的

态度具有自我防御功能，使内在心理冲突的性的部分得到了部分表

达，然而仍然隐藏了它的真实本质。另一个有着无意识性冲突的人，

可能只是对某种产品有消极态度，因为该产品使用了有性暗示的广告

主题。同样道理，因为冲突是被压抑的，所以这个人将意识不到为什

么自己不喜欢这一产品。

广告音乐。《大白鲨》（Jaws）在我们见到这样巨大的噬人鲨之

前，我们就会因即将与令人惊慌之物接触而感到恐惧。观众们已经被

有节奏的、预示着某些恶兆的低音音符所“激活”。第一个联系是音

乐伴随着一个年轻游泳者的突然消失。接着是音乐与其他令人不安的

事件相伴随。最后，音乐本身就完全可以使人不安——令观众感到不

安。

电影院或者电视中播映的商业电影把音乐作为一种激发我们情绪

的工具——既有积极的情绪，也有消极的情绪。正如我们在第5章中所

讨论的那样，广告也是如此。在这里我们必须强调，利用音乐实施条

件反射能够使情感无意识地发生，甚至发生在自称是久经世故的消费

者中间，例如商学院的学者。

在一项研究中，让学习管理学的学生观看了一则广告，这些学生

被告知，这是广告代理商为一种圆珠笔所设计的广告的试验版

（Gorn， 1982）。对于一部分学生，画面——其中包含了最小限度的

关于产品质量的信息——伴随有十分受欢迎的摇滚乐。对于另一部分



学生，相同的画面却伴随着不受欢迎的音乐（印度古典音乐）。此

外，实验还附带有另外一个特性：出现在广告中的圆珠笔是淡蓝色或

是浅褐色。在观看并评定了广告后，学生们被告知，作为对他们帮助

评价这一广告的报酬，他们将免费获得一支淡蓝色或浅褐色的圆珠

笔。学生们可以自由选择圆珠笔的颜色：淡蓝色或是浅褐色。结果发

现，学生们的选择与音乐有很高的相关。无论广告中笔的颜色如何，

当配有令人喜爱的音乐背景时，近80％的人选择了广告中的笔。相

反，70％的学生拒绝了与不受欢迎的音乐相匹配出现的笔的颜色，而

代之以另一种颜色。尽管音乐在选择行为上有异常强烈的作用，但后

来要求被试列出他们选择的原因时，205个被试中只有5人提到了音

乐。

音乐并不是能够在说服与积极反应之间建立条件反射的惟一刺

激。研究表明，在被试在聆听信息时给他们提供可口的快餐，他们更

加可能被这一信息所说服（Janis et al.， 1965）。进食体验的积极

特质被泛化到了对与之相伴的信息的评价上，即使信息本身与食物或

者进食毫无关系。

光明与黑暗的力量。一项引人注目的研究进一步说明了经典条件

反射可以在无需意识的情况下起作用（Zanna et al.， 1970）。在这

一研究中，当被试预期会受到电击以及他们稍后实际受到轻度电击

时，对他们的心率等生理指标进行记录。被试相信实验者所感兴趣的

是找出测量生理唤醒的更好方法。被试被告知，9次电击为一组，在每

组电击开始时会出现一个语音作为信号，而在每组电击结束时出现另

一个语音信号。对一组被试，起始语音信号为“光明”，结束语音信

号为“黑暗”。对第二组被试，语音信号恰好相反，“黑暗”是起始

信号，而“光明”则是结束信号。



这里，电击无疑是一个非条件刺激：在不需要任何先前学习的情

况下，受到电击自然会增强生理唤醒。在后继的实验程序中，呈现起

始信号——光明或者黑暗——后，并没有对被试施予任何电击，研究

者对条件反射进行了测试。此时是否会出现增强的生理唤醒呢？对于

近四分之三的被试来说，确实如此。起始信号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构成

了一个条件刺激：仅仅是它的出现就能诱发生理唤醒。

这一研究结果本身不如巴甫洛夫的研究结果那样引人注目；在巴

甫洛夫实验中，狗听到预示着食物出现的铃声就会流口水。然而，引

人注目的研究结果出现在研究的第二部分。在同一天的稍晚时间，形

成了条件反射的被试参与了第二个实验，而这一实验似乎与前一个实

验无关。被试被告知，他们在参与一项词语意义研究的一部分，另一

个实验者要求这些被试对所呈现的10对反义词语进行评定，这些词包

括：好—坏、令人愉快—令人讨厌和美丽—丑陋。你肯定已经猜到

了，“光明”与“黑暗”这两个词也混在了这一堆词语中。图7.1呈现

了形成条件反射的被试对这些词语的平均评定结果。相对于那些曾经

以“光明”作为电击结束信号的被试，那些曾经以“光明”作为电击

起始信号的被试，把“光明”这一词语的评定得更为不积极。相似

地，当“黑暗”作为电击起始信号时比它作为电击结束信号时得到了

更低的评定。生理唤醒与情感都被条件化了。当一个词语不断地与电

击相关联时，被试会更不喜欢这一词语。这种被条件化了的情感甚至

可以泛化到相似刺激，两个紧密关联的词语。“黑”与“白”同样属

于“第二个研究”中需要被评定的词语。与那些由条件反射导致更不

喜欢“黑暗”的被试相比较，那些由条件反射导致更不喜欢“光明”

的被试同样也更不喜欢“白”而更喜欢“黑”。

对这些普通词语喜好的改变不是经过深思熟虑也不是有意识的。

对被试的访谈显示，被试没有发现这两个实验之间的联系，所以在改

变与电击相关联的词语是否受喜爱时，意识加工过程不可能起作用。



看来在没有意识觉察的情况下，情感联系已经形成，并且影响到选择

与决策。

未曝光的曝光。有关我们未觉察到为什么会喜欢或不喜欢某些东

西的另一部分证据，来自我们在第5章中所讨论的“单纯曝光导致喜

爱”这一关系的研究。你可能回想起，在这一典型研究中，大量的新

异刺激（例如汉字）被呈现；其中一些刺激的呈现次数多于其他刺激

的呈现次数。稍后，被试就他们自己对这些项目和其他（从没见过）

项目的喜爱程度进行评定。通常，一个项目呈现次数越多，那么它就

会比其他项目更受喜爱。对这一程序的一个小小修改是不仅让被试说

明他们对每个项目的喜欢程度，还需要报告他们是否记得先前曾见过

这一项目。一个有趣的结果是，即使那些被试没有认出先前呈现过的

项目，也依然存在“曝光导致喜爱”的效应。相对于那些没有被认

出、只呈现了一、两次的项目，呈现了10次却没有被认出的项目会更

加受喜爱（Moreland&Zajonc， 1979）。被试似乎没有觉察到他们是

如何形成自己的偏好的。偏好的形成不需要意识觉察。



图7.1

通常而言，“光明”会比“黑暗”更受喜爱（在控制条件中）。但是当“光明”再

三地出现在电击以前时，它会得到更少的积极评价，而当“黑暗”数次紧接电击结

束而出现，那么它会得到更多积极的评价（“光明”作为开始信号/“黑暗”作为结

束信号）。当对换两个词语的位置时，“黑暗”受喜爱的程度会下降而“光明”则

会更加受喜爱（“黑暗”作为开始信号/“光明”作为结束信号）。这种经由条件反

射形成的喜爱程度上的变化可以泛化至“黑”与“白”这一对相关词语，对它们的

评价发生在一个完全不相关的背景中。条件反射可以是无意识的。

（资料来源：Data from“conditionable”subjects reported by Zanna，

Kiesler， and Pilkonis， 1970.Copyright 1970 by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dapted by permission.）

被试甚至可能形成对阈下（subliminal）刺激的偏好。阈下这一

术语源于拉丁文limen，它的意思是“阈限”。加上前缀sub，就成了

“阈下”。阈下知觉是指在低于觉察阈限的某一水平上对刺激进行心

理编码——以低于有意注意所必需的最少时间或感官能量来呈现刺

激。稍后我们将详细地探讨阈下加工过程及其对影响的意义。但是现

在我们将主要关注于觉察与情感之间的联系——掩藏于表面以下的联

系。



在一项研究中，刺激项目（不规则的八边形）只呈现了1毫秒（千

分之一秒）：这一时间太短以至于刺激无法被有意识地知觉

（Kunst�Wilson&Zajonc， 1980）。在实验的第一阶段，10个八边形

在屏幕上分别呈现1毫秒。所有被试都只能够看到一个闪光，但是他们

被要求认真观看屏幕，并且口头确认每一次闪光的发生。在实验的第

二阶段，每一个曾经被阈下呈现过的“旧”八边形足足呈现了1秒，同

时旁边还伴随着呈现另一个从未出现过的“新”八边形。要求被试回

答，他们认为哪一个八边形是先前见过的，以及他们更喜爱哪一个。

他们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几乎是纯粹的猜测，他们正确地辨认出真正

的“旧”项目的次数仅为一半。然而，就所有被试平均而言，60％的

被试更加喜欢曾经被阈下呈现过的“旧”八边形。此外，75％的被试

显示出对没有被辨认出的旧八边形的显著偏好。

对这一研究结果和相关文献进行回顾时，罗伯特·扎伊翁茨

（Robert Zajonc， 1980）指出，“偏好不需要推论”。他认为，人

类大脑和感觉是由两个相对独立的系统组成的：一个用于思维，另一

个用于情感。当思维系统在缓慢地理解某些事物时，情感系统迅速并

有效地“获得了关于即将到来刺激的感觉”。这一刺激是好还是坏？

是令人愉快的还是令人讨厌的？是有害还是无害的？是敌还是友？一

个敏捷的情感系统可能曾经很好地为我们处在前语言期的祖先服务，

他们生存的机会依赖于他们对事物进行迅速识别和分类的能力；如果

某一事物可能带来愉悦，那么就接近并且安全地享用；如果带来伤

害，那么就敏捷地逃离。

当然，人类最终进化出了语言和以语言为基础的思维，以及灵活

多样的决策方式。但是，进行自动化情感反应的倾向仍然存在——因

为快速和简易在我们这个复杂而繁冗的世界中仍然具有存在价值。关

键在于我们人类似乎具有这样的感觉和神经机制，它们使我们在可以

用言语清楚地对刺激进行描述并因此对刺激进行意识觉察以前，就使



我们能够根据对刺激的情感而迅速做出反应。这样，我们可以首先播

放音乐，跳起舞来，而把抒情诗留到后面。

觉察和“更高层次”的心理过程

在没有觉察的情况下，并非只能形成简单的联想。如前所述，涉

及更高层次的认知活动的过程——通过这些过程我们对信息进行理解

和整合——也不是有意识的。是思维的产物，而非思维的过程本身，

出现在心理中并指导行为。因为无法有意识地了解到心理是如何作用

于刺激并对它们进行整合的，所以我们通常无法准确地报告某个特定

刺激是如何影响到我们的行为。我们甚至可能无法了解相当明显的刺

激所产生的复杂效果，因为我们无法有意识地知道这些刺激所激发的

认知加工过程。无意识远不止出现在条件反射和单纯曝光效应中，它

还延伸到了人类用以应对其复杂世界的最基本认知过程中。

我们对更高层次心理过程的无意识有诸多含义。首先，它有助于

解释为什么只有在影响对象不知道他们是如何被操纵以及被什么所操

纵的情形下，才会产生认知不协调和依从效应。

一个研究小组进行了一系列研究，用以检验“当影响对象在做出

似乎理性的决策时，他们通常‘不知道是什么对他们产生了影响’”

这一假设（Nisbett&Wilson， 1977a）。在一项研究中，购物者参加

了一个被描述为消费者调查的研究。要求他们对从左到右排放在桌上

的4双长筒尼龙袜进行



在建立条件反射式联想和诱发情绪方面，一些广告既不是微妙的也不是阈下的。有

人“意会”到了本广告所传达的信息，但是并不喜欢它。（Bruce Kliewe/The

Picture Cube）

比较，并选出他们认为质量最好的一双。实际上，这四双袜子都

是同一个品牌。在购物者的选择中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模式：被放置在

越右边的袜子越被认为是质量最好的袜子。实际上，选择最右边袜子

的购物者人数是选择最左边袜子人数的4倍。然而，购物者并没有意识

到物品摆放位置对他们的决策产生的影响，甚至在暗示他们物品摆放

位置可能会对他们有影响时，他们仍拒绝这一提醒。

在另一个显示人们如何没有觉察到什么对他们产生实际影响的实

验中，研究者提供了两个版本的大学教授的采访录影，两组心理学系

的学生分别观看了其中一个版本（Nisbett&Wilson， 1977b）。在热

情版中，教授愉快并热心地回答问题，并且夸奖学生们。在冷漠版

中，同一个教授是令人不快的——对学生很严格、不耐烦而且很无

礼。可以理解，观看了热情版访谈的学生比观看冷漠版访谈的学生更

多地报告了对这一教授的喜爱。然而，更有趣的是学生对教授体貌特

征的评定。在两个版本的访谈中，教授的穿着完全一样，有相同的举

止习惯和相同的欧洲口音。即便如此，对教授的外表、举止习惯和口



音的评定仍然存在巨大差异。绝大多数观看了热情版教授的被试认

为，这个教授是英俊、和蔼的，并且有迷人的口音。相反，观看了冷

漠版教授的被试普遍认为，他不具吸引力，并且他的举止和声音非常

招人讨厌——相同的特性输入，却有不同的印象输出。这是一个非常

生动的关于“知觉会受到态度极大影响”这个我们曾多次见过的观点

的例子。人们以评价一致性的方式对事物进行知觉和解释。研究印象

形成的学者把这一现象称为晕轮效应（halo effect），即一旦对目标

人物形成了一个总体评价，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会以与总体

评价相同方式对其所有方面进行评价。

然而，这一实验的真正巧妙之处在于，被试是根据他们喜欢或讨

厌这个热情或冷漠的教授的联想，来报告他们对这个教授体貌特征的

判断。然而绝大多数被试相信，教授的体貌特征导致了他们喜欢或讨

厌这个教授。当然，这一说法是不可能的，因为教授的体貌特征在热

情和冷漠条件中是完全一样的。显然，由于无意识的晕轮效应，所以

美貌不只是表面现象。某种意义上，美貌可能像目标人物的人格那样

“深”、像观察者的眼睛那样明亮。讨人喜欢的人们看上去会更加漂

亮，因为他们被知觉为是可爱的（而冷漠的教授们在学生的眼中则变

得丑陋）。

当我们走出实验室并不再以大学生为被试时，我们仍然发现一般

人——你的妈妈、我的兄弟、他的叔叔等——也常常没有觉察到他们

自己判断和行为的原因。然而，当被询问时，人们可以毫不困难地解

释他们行为的原因。有时这些解释是正确的；但通常解释并不正确。

尽管如此，这些解释常常是现成的和唾手可得的。为什么呢？

根据理查德·尼斯比特和蒂莫西·威尔森（Nisbett&Wilson，

1977a）的观点，这些解释只是貌似合理的归因。基于一生中我们对自

己和他人行为的观察，对态度、价值观和信念的阐述，以及听到和读



到人类和社会自然环境关系的故事，我们形成了关于在何种情形下什

么原因导致谁做出了什么反应的各种理论。回想一下我们在第3章中关

于文化认可的因果图式的讨论，可能有助于你理解人们为自我及他人

的行为寻求因果意义的这一普遍倾向。以这种朴素的个人理论为源

泉，我们构想了在任何特定时间什么刺激对我们发生着影响的解释，

预测着什么样的刺激将会在未来对我们产生影响。我们的理论有时完

全正确；而有时却毫无根据。麻烦的是，我们常常不能够区分错误和

正确，也没有什么证据可以帮助我们提高做出此类重要评价的能力。

这一分析暗示，通过做自己和他人行为的仔细观察者，我们能够

提高自己解释的正确性。此外，对那些你相信应该会对你产生影响的

因素，是有办法增加其影响效果的。正如上一章中所建议的那样，你

可以留意并系统地思考一些重要决定。你可能无法觉察到你头脑中所

有的“旋转的齿轮”，但是你可以有意识地把一些你认为重要的东西

放入“工厂”中，并且更加留意那些无意识的中介思维过程的产物。

可能更为重要的是，要保持一定的“心理灵活性”，不要匆忙地就你

为什么会或者不会做某事给出一个僵化的解释或归因。大多数行为都

是由多个因素导致的：一些因素存在于当前情景中，一些因素源于你

对过去情境的记忆激活，而另一些因素则是你对未来结果或者回报的

部分预期。像科学家那样，通过形成可能的假设来进行暂时性的思考

——在寻找证实证据以前，首先通过寻找证伪证据来进行评价。请留

心！

向自动化转变

谈到留意，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下意识的另一个方面。伴随

练习和重复，行为的模式变得自动化：它们能够在“不加思考”的情

况下被执行。汽车驾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初学驾驶时，你必须

全神贯注。你专注于你正在做的每一件事，而一次最微小的分心都可



能导致一个严重错误。然而不久以后，驾驶就成了“小菜一碟”。你

与你的乘客聊天、改换收音机的频道、唱歌，或者思考这周需要交的

一篇论文的构思。驾驶成了离你的意识最远的一件事。但是，你还是

无意识地将一部分注意划分给了驾驶。如果一辆轿车突然猛冲到你的

车前面，那么你自然会去踩刹车——完全自动化地。

心理学家将这种状态称为意识分配（divided consciousness）。

你有意识地做一件事；而无意识地，又开始了另一件事。这样的方式

让你的行为看上去就好像是在进行自动驾驶。

同样，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在对社会影响的认知反应中也存

在相同情况。如果在聆听或阅读说服性信息或其他信息上有足够的

“练习”，那么我们可以习得常规。即使我们在聊天、做白日梦或者

有意识地思考问题时，我们仍可以无意识地以程序化和自动化的方式

对影响刺激做出反应。这就正是前面章节中描述过的直觉的经验规则

的基础。特定的线索（例如权威角色）自动地暗示着特定的反应（例

如服从）。

甜言蜜语进入不留神的耳朵中。对社会刺激的某些反应是如此自

动化，以至于被打上了不留神的标签（Langer， 1989）。在一个现场

研究中，一个主试同谋走到一群正在排队等候使用图书馆里的复印机

的学生身边，并向他们询问自己是否可以插队排在他们的前面。当她

只是简单地要求帮忙时（我能用一下复印机吗？），60％的学生同意

让她插队。这一结果显示，这些学生中的大多数都遵从了仅仅要求帮

助这一基本的依从获得策略。如何才能增强这一效应呢？同一个主试

同谋在寻求其他学生的帮助时，在表达上有了微小变化：“我能用一

下复印机吗？因为我有一些东西必须要复印一下。”依从的比率急剧

增加至93％这样一个惊人的比例（Langer et al.，1978）。很神奇，

不是吗？仅仅加上一个白痴般多余的原因，怎么就能使“助人行为”



增加了那么多呢？显然，“因为”这个单词发挥了它的魔力。这个词

是一个流行语。“因为”暗示了请求的原因，而原因的此种“证据”

激发了一个自动化的反应——就像交通信号灯的突然变化会激发司机

踩刹车的动作一样。当我们没有对刺激进行系统化加工时，就会发生

这种不留神的反应；并且很明显它发生在我们的意识以外。

在人们进行自动化加工，从事一些不需要集中注意力的常规活动

时，他们极易受影响。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艾伦·兰格（Ellen

Langer）对不留神状态进行了大量研究，他曾经谈到过一个颇有说服

力的有关不留神的趣闻轶事：

一次，当我走在曼哈顿的市中心时，我突然注意到了一个在过去的20年中似乎都处于

“歇业”中的旅游用品商店，它的橱窗中有一块写着“可以点燃的蜡烛！”的标牌。想着这

些特别的蜡烛可以作为不错的礼物，于是我正要走进这家商店去购买这些很新颖的礼物，却

突然想起来所有蜡烛都是可以点燃的（1989， pp.50-51）。

突然进入留神状态，使兰格避免了陷入非常懂得“不留神的购物

者”的商家所设下的陷阱。

类别带来的差异。兰格把不留神状态刻画为一种被动的活性状

态，在这一状态中，情境，或者情境的某些结构特征，例如“因

为”，自动化地对过度学习的规则和类别施予影响。不留神就是不能

够超越心理定势进行思考，就是“陷入类别的陷阱”。在一项研究

中，严格的分类标签阻碍了人们的创造力。相对于那些只被告知物品

的不确定标签（“这可能是一个吹风机”）的被试，那些被确切地告

知物品是什么（“这是一个吹风机”）的被试在后来能够想出的这一

物品的其他用途会更少一些（Langer&Piper，1987）。在另外一项研

究中，研究者先拍摄了一段对一位男士的访谈影片，然后，分别让两

组职业心理治疗师观看这段影片。那些被告知这位男士是精神科“病

人”的被试在观看了这段影片之后，认为这位男士有许多变态和适应

不良的行为。有趣的是，另一组心理治疗师观看了相同影片后判定这



个男士适应良好。两组的差异就在于这个“正常”的男士在被介绍给

第二组心理治疗师时被说成是一个“求职者”（Langer&Abelson，

1974）。

这一预设类别对意识的约束作用对社会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如果

你想要保持现状，就要培养这样一种感觉：“它过去、现在以及将来

都一直会是这样。”这种习惯性的行为将无疑会持续下去。如果你的

目标在于让人们“以一种新的视角来看待问题”，那么诀窍就在于让

他们跳出已有的心理定势。当人们遭遇到不符合他们已有分类的新异

刺激，当人们的教师和传教士有条件地教诲和引导他们（“看情况而

定”而不是“毫无疑问，绝对是”），当人们被鼓励去进行系统的思

考，而不是陷入不留神加工时，人们将会变得更加留意。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对影响刺激进行的许多心理加工都是无意识

的。因此，在不被我们觉察的情况下，影响者通过使用条件反射、重

复曝光以及使我们陷入不留神状态等策略，轻易地操纵我们的心境、

喜好以及决策。既然这些想法已经有意识地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中了，

那么让我们转而讨论那些尤其可能无意识地和自动化地对我们产生影

响的沟通刺激：伴随人们言语的非言语行为。

非言语（且不一定是有意识的）信息

“把她嘴里的布拿掉。”保罗命令道。

杰西卡感到这句话在空气中滚动，那语气、音质都用得很好——威严、严厉，音调再

稍低点更好，但这还是可能在保罗的音域范围内。

切科把手伸到封住杰西卡嘴巴的胶带上，拉开了布的结。

“住手！”克奈特命令道。

“哦，住嘴，”切科说，“她的手被绑着。”他把封住杰西卡嘴巴的东西取下来。在

观察杰西卡时，切科的眼睛亮了起来。



克奈特把手放到了飞行员的手臂上说：“喂，切科，没必要……”

杰西卡一甩脖子，把塞住她嘴的东西吐了出来。她以低沉而亲热的语气说：“先生

们！没必要为我打架。”同时，她向着克奈特优美地扭动起来。

她看见他们紧张起来，知道在这一刻他们认为应该为她而争斗，他们的这种不和不需

要别的理由，在他们的意识里，他们曾经为她而争斗过。

她仰起脸使其暴露在仪表射出的灯光下，以便克奈特能看到她的嘴唇，说：“你不能

表示异议。”两人把距离拉开，警惕地注视着对方。“有什么女人值得你们决斗吗？”她

问。

她自己就在他们面前，说出这番话就使他们觉得完全有必要为她而决斗。

保罗紧闭双唇，强迫自己不发一言。他有一次利用声音控制术的机会，他成功地利用

了它。现在——一切都靠他母亲了，她的经验远远超过自己。

弗兰克·赫伯特（Frank Herbert），《沙丘》（Dune）

这一情节来自于弗兰克·赫伯特的经典科幻小说。在这一情节

中，我们的女英雄利用她的声音和身体控制了对她毫不怀疑的俘虏

者，最终成功地逃脱了死亡。从《沙丘》这一故事中，我们知道杰西

卡天生擅长这些非言语的技巧并接受过相关训练。关键在于，杰西卡

的行为和语气所传递出的信息（“为了我而争斗吧”）与她的言语所

传递的信息（“不要为了我争斗”）相反，而最后她的非言语信息获

胜。科幻小说作家们长久以来一直都为非言语沟通成为一门深奥科学

的可能性而着迷。在非言语沟通中，恰到好处地使用语气和目光接触

可能会使社会控制成为可能，就像杰西卡那样。对非言语信息着迷的

一个原因是对说话内容的控制常常十分困难。言语内容会激发有意识

的思考——并且可能激发反驳。但是目光和嗓音的细微差别能够在滔

滔不绝的言语之外支配听众的意识。当人们注意言语时，这些非言语

刺激可以从侧门偷偷溜入；当人们尝试理解那些歌词时，攻击已经从

内部开始了。

有点牵强？坦白地说，就科幻小说的极端形式及其魔力而言，确

实有一些牵强。但是，从社会科学家的研究来看，许多关于非言语沟



通的影响的较为谨慎的断言绝非“天方夜谭”。非言语沟通指在社会

交往中，一个人从另一个人那里获得的除言语内容之外的所有信息

（Harper et al.，1978）。非言语信息的传递有两条途径。第一，副

语言途径，我们在上述科幻小说的情节中已强调过，它包括言语的听

觉特征，而不是单词和句子。语速、音高和音量都是副语言的基本属

性，如同语调和音调的变化一样。就后者而言，请思考一下，当你很

平淡地说出“好工作”，而不是强调突出“好”而把重音放在“好工

作”的“好”时，你所传达的意思的区别。第二，可见的途径，包括

在沟通过程中我们能够看到的方方面面：手势、身体姿态、面部表

情、目光的移动和接触，甚至还包括衣着和化妆。

那么非言语信息到底有多重要呢？回想一下你曾经遇到过的印象

最深刻的说服者。这个人很可能具有生动的非言语风格，这使你兴

奋，让你始终保持兴趣，并且使你相信了这个说服者的真诚。任何一

个曾经在讲演中犯困的听众都知道，保持听众的注意光有语言是不够

的，更别提说服听众了。

就非言语的说服力量而言，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是一个极其

生动的例子。他在任职期间获得了一个很形象的绰号。政治分析家和

媒体分析家称他为“伟大的沟通大师”。然而，我们从里根演讲的内

容中只能看到很少的洞察力——他不比其他美国总统更具雄辩力，很

多时候甚至还会差一些。他的总统演讲在语言上并不华丽也不如诗歌

般悦耳。他使用的词汇十分简单。当他停下来参考他那3×5大小的索

引卡片时，他的思维常常发生跳跃，或者甚至会忘记自己正在思考什

么。

但是，他的演讲无疑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作为总统，里根长

时间地保持着较高的公众支持率，甚至在民主党中也是如此。我们的

这位总统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内是一位还算成功的好莱坞演员。因



此，与其说是里根演讲的内容不如说是他演讲的方式，使他受到了美

国民众的欢迎，并激发了他们的支持和认同。我们回顾第1章的内容可

以发现，里根的言语、声音以及面部表情都显示他是一个真诚而谦逊

的人，一位“我只是依赖了那些值得眷恋的常识而已”的角色。他把

微笑以及与听众的目光接触非常完美地融合在演讲激情中。听众从未

感觉到里根先生是“戴着面具”在做演讲。尽管有一位华盛顿的记者

指出里根的最大技巧在于想象他自己是一名正在扮演总统这一角色的

演员，但是大多数人们仍然相信里根所表现的正是“他本人”，是

“真实”的自我。

我们在第4章中曾提到形象的构成因素，而非言语沟通就是其中的

一大部分。在电视上对政治候选人进行的“形象加工”，试图充分利

用观众对非言语线索的敏感性。就视觉形象而言，前总统理查德·尼

克松曾被建议要有一个更好的体态，因为他那有些佝偻的肩使他看上

去非常衰老而且毫无活力。1988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迈克尔·杜卡基

斯在一场与总统乔治·布什的电视辩论中，站在了一个踏板上，以使

自己看上去更高一些。

就副语言而言，杜卡基斯以一种惨痛的方式认识到语气比言语内

容本身更加重要。在他与布什的最后一场电视辩论中，杜卡基斯被问

到如果他的妻子基蒂被残忍地强奸并杀害了，那么他是否会变得支持

死刑。杜卡基斯回答说他仍然会反对死刑，因为没有证据表明死刑对

暴力犯罪有抑制作用，并且即使处死害死基蒂的人也无法让基蒂复

活。很有道理的辩论。但是，听众们觉得这比在酒吧里放了一周的啤

酒还要索然无味。杜卡基斯因为他的回答而受到了广泛的批评，甚至

也受到了民主党中死刑反对者们的批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回答完

全不带激情。杜卡基斯对自己妻子遭遇如此糟糕命运的假设没有表达

出任何情绪；他也没有以任何非言语信息表明他知道美国民众对于暴

力犯罪有多么担忧。不管他的感受如何，他的声音中不带任何情绪，



他的脸上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痛楚。对此，听众们不得不问：在杜卡基

斯的逻辑背后激情何在？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一个好男人无疑会因

为自己所爱之人受到伤害而感受到强烈的痛苦。但是杜卡基斯没有带

给人们这样的印象；这对他的形象产生了损害，而这也是他后来落选

的原因之一。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一些著名的形象，那么让我们再增加一些。想

象并且你的脑海里“回放”一下约翰·肯尼迪、马丁·路德·金、米

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杰西·杰克逊的演讲。带着我们脑海中这些富

有影响力的沟通大师的非言语风格，让我们看看那些揭示非言语沟通

作为一个影响因素的研究。我们在下面几节中将会看到，就影响而

言，表达的方式如同表达的内容一样重要；通常在我们没有觉察到那

些让我们接受或抵抗社会影响的相关线索的情形下，表达的方式在产

生影响。我们还将看到，表述方式（例如音量）和目光接触会影响到

我们对社会交往中操纵者的印象和归因；情绪可以通过面部表情表现

出来，进而又影响到接收者的情绪；谎言可能会因非言语线索而“露

馅”；说服者的发音和体态可以影响到说服，甚至是自我知觉。

观看：通过声音和表情形成印象

演讲中的视觉和副语言成分会影响我们对他人的印象，并且我们

通常能够完全觉察到这些能引发特定印象的非言语特征。我们可以利

用这些视觉和副语言成分来管理他人对我们自己的印象，同时我们也

能够理解他人传递给我们的非言语信息中所包含的视觉和副语言成

分。一个避免与新近结识的人进行目光接触容易脸红的人，可能会被

认为是一个害羞的人。如果某个人（正要与你说话时）晃动他的脑

袋、脖子和肩膀，就如同它们是单个的部件，且他的双手、手腕和手

臂以相同的“统一”方式晃动着，传递出的这些信息暗示对方是一个

地位更高的人。转瞬即逝的情绪，例如生气，同样也反映在一些我们



能有意识识别到的非言语信号中，例如怒目的注视和声音的突然提

高。戏剧指导和导演可以向演员们传授一些引发观众的某些特殊情绪

所必要的特定体态和表情。我们对这些信号的觉察反映了一种事实，

即在一种文化中某些行为表达成为了一种规范：我们所有的人从小就

形成了类似的情绪表达和特质表达习惯，并且懂得在他人身上发现和

识别这些表达（Mehrabian， 1981）。

此外，至少有7种基本情绪似乎是跨文化存在的，并且在所有文化

中都与相同的面部表情相联系（Ekman&Friesen， 1971；1986）。图

7.2呈现了情绪的这些文化普适表情。当把这些面部表情分别呈现给美

国大学生、新几内亚一个没有文字的原始部落居民、6岁的儿童，以及

其他不同群体时，所有人对每个表情各自所表达的情绪都有一致的看

法。当要求来自各种不同文化和不同年龄群体的成员以不同表情来传

递这些情绪时，他们基本上做出了相同的面部表情。

使用非言语线索来推断他人的特征，是运用直觉判断的一个实

例。因为非言语行为通常确实能够准确地反映某一特定特征，因此

“了解”他人的一个捷径就是观察他们的行为，而不是对他们言语的

内容进行系统分析。如果一个演讲者说话流畅而快速，那么她一定

“精通于自己的业务”。如果你的朋友看到小孩就微笑的话，那么他

一定喜欢小孩。这些很有趣的情形与本章内容密切相关：我们并非有

意地想要“了解”某人，完全是无意识地——自动化地——由他的非

言语行为得出推论。

谁负责？嗓门高的那个。这种无意识的微妙影响在一项以高嗓门

作为副语言变量的研究中得到了很好证明。当我们以“大嗓门”来描

述一个人时，下一个进入头脑中的词语通常就是“令人反感的”。没

有人会喜欢吵闹的人。但另一方面，没有人会注意到那些说话过于温

和的人。正如我们在第3章中所谈到的那样，研究显示，人们通常会将



更多的因果关系和支配性归结到那些在社会交往中吸引了更多注意的

人身上。两位研究者就此推断，如果人们把更多注意放在了两人交谈

中嗓门高的那个人身上，只要嗓门没有高到令人讨厌的地步，那么他

们 就 应 该 会 认 为 是 这 个 嗓 门 高 的 人 占 据 了 支 配 地 位

（Robinson&McArthur， 1982）。

为了验证这一观点，研究者让被试聆听了一段长度为5分钟的交

谈，在这段谈话中，交谈者的声音由不同的说话者传出。A的声音为75

分贝；而B的则为70分贝。这一差异非常小，仅仅刚好能够被觉察到。

但是这一差异已经大到足够使被试更多地注意那个更大的声音了。果

然，被试一致评定声音更大的那个交谈者——A——在交谈中占支配地

位。图7.3呈现了被试的平均评定。需要指出，嗓门高低这一影响作用

与谁说话无关，也与谈话的内容无关。当把情形反转，让B拥有更大声

音，而对话的其他方面保持不变时，A作为一个更强因果影响者的印象

就被大大削弱了（对A的印象似乎会有少许持续，因为A是一个稍微更

具说服力的说话者）。那么现在谁会被认为更友好更富有逻辑性呢？

当然是B。





图7.2

这些人正体验什么情绪？有证据显示这些面部表情代表了普遍公认的7种表情：

（a）高兴（b）惊讶（c）愤怒（d）恐惧

（e）悲伤（f）轻视（g）厌恶

（资料来源：Ekman & Friesen，1986）

在大学生形成对他人的判断上，5分贝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果你现

在告诉被试，他们对他人社会和认知特征所做的“灵敏，有洞察力”

的评价被音量大小所操纵了，你认为这些被试会怎么说呢？绝不可

能！而你可以回答说，这是有可能的：在未觉察的情况下。



力量的有力展示。这一研究表明，力量和影响能通过个体声音的

强度来传达。给女性的建议非常清楚：大声说话，否则人们就会认为

你不如那些嗓门高但却实际上不那么在行的男性有影响力。学生们评

定他们的教师时，无论男生还是女生都做出了同样的判断：女教授不

如男教授那么“有活力、有热情”。但是，只有男生进而以这一行为

方式作出判断，评价女教授缺乏学术性、思维不清晰和条理性差

（Basow， 1986）。

各种非言语行为都在暗示我们，谁在面对面的交往中起支配作

用，谁在演讲情境中更为可信。当演讲者更多地注视听众时，听众就

会认为演讲者更有才能、更见多识广、更经验丰富，甚至更为诚实、

友好和亲切（Beebe， 1974）。因此，你不能只在转换话题时才注视

听众，你还应该在演讲过程中注视他们。在两个人的交流中，处于主

导地位的那个人——因为他地位更高、专业性更强或者其他的一些优

点——通常拥有更高的视觉主导比率（visal dominance ratio）

（Exline et al.， 1975）。与其搭档相比，处于主导地位的个体在

讲话时看着对方的时间会成比例地多于听对方讲话时看着对方的时

间。地位高的人在他们自己说话时会注视你，但是你说话时他们却并

不一定在看着你。此外，占支配地位的个体倾向于比不占支配地位的

个体更少微笑、有更多手势并且更经常地用手托着他们的下巴。一系

列有趣的研究发现，年轻人是自动化地、无意识地通过这些非言语动

作来显示自己的力量，而观察者会通过这些非言语动作来推断他们力

量 的 差 异 （ Dovidio&Ellyson ，  1982；Dovidio et al. ，

1988a&1988b）。

在其中的一个研究中，男女配对的大学生们以随机的顺序讨论了3

个话题：一个是传统上男性更为熟悉的话题（更换汽车机油），一个

是女性更为熟悉的话题（编织图案），另一个则多多少少是“中性”

的话题（园艺）。对所有谈话都进行录像，并且稍后根据录像对每个



被试的言语行为与非言语行为进行编码。研究发现，对于男性化主

题，男性会话伙伴主导了谈话，他们引出了更多的对话并通常发言更

多，所有这一切都与他们依靠更多的专门知识所获得的更高地位相一

致。他们同样也通过非言语信息展示自己的力量。与他们的女性搭档

相比，男性有更高的视觉主导比率，更少的微笑，更多的手势，并且

更频繁地用手托着他们的下巴。



图7.3　大声与沉默对印象的影响

被试聆听了A与B之间的谈话录音。除了A或者B的声音会比对方高5分贝以外，交流内

容完全一样。谈话声音更大的人被认为更加友好和有逻辑性。被试通常认为A对会谈

有更多因果影响，但是当A声音更大时，这一差异就更加大。

（资料来源：Robinson&McArthur， 1982. Copyright 1982 by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dapted by permission.）

对于女性化主题，地位的差异发生了逆转，并且出现了相反的反

应模式。女性主导了对话，并且更多地通过非言语信息显示她们的力

量。那么，你认为对于中性主题（园艺）的讨论中应该发生怎样的情

况呢？在双方都缺乏专门知识的情况下，是否会有一方主导谈话呢？

嗯，确实是这样，并且与男性至上的观点相一致。男性通过他们的视

觉、手势和面部表情，确保他们主导了关于园艺的讨论。被试似乎陷

入了传统的性别角色中。当双方参与者拥有相同的先前知识或经验

时，所有观察者都注意到，男性扮演了主导角色，并且展现了他们对

女性的支配地位。无论男性还是女性被试都没能觉察到，他们的非言

语行为对专门知识和文化中的性别歧视是如此敏感。这项研究隐含的

一个意义在于“行为中的非言语性别差异十分微妙，但却是塑造男性

与女性之间地位关系的重要变量”（Dovidio et al.， 1988b，

p.586）。

人与人之间行为方式的差异有助于在观察者和互动双方的头脑中

形成不同的认知结构，从而形成了评价性的判断与态度。那些有更高

地位和权力的个体被认为更有能力、更聪明。人们会更多地聆听他们

的发言，而其发言内容也具有更大的潜在影响；因此，就形成了一个

自我实现预言的循环。

为了证明这一效果，研究者使一起人身伤害案中陪审员角色扮演

者的行为方式发生系统的变化。在这一案件应判处多少赔偿金问题

上，这个陪审员提出了一个极其反常的意见。实验者对他的辩论进行



了录像，并让有权决定最终赔偿金额的被试观看了这一录像。当陪审

员表现出一个高地位的行为方式——令人敬畏地提出要求时，被试受

到了极大的影响；而当他扮演了较低地位的角色——毕恭毕敬时，被

试受到的影响是最少的。最值得注意的是，在每个录像版本中，陪审

员法庭辩论是完全相同的：所说的内容一致，只是说话风格发生了变

化。最后，相对于告知被试该陪审员有一个地位很高的职业但他却没

有表现出相应的行为的情况，陪审员展现了高地位的行为时，他的影

响会更大（Lee&Ofshe， 1981）。

自信地展示信心。表达自信对于说服极为重要，特别是在两人互

动情形下的说服更是如此。在一系列研究中，要求成对的被试像陪审

员那样对法律案件进行商讨。研究发现，在两人之间的说服性互动过

程中，说服者（即那些让其搭档改变自己的判决的人）使用了一些表

达自信的言语，被说服者则倾向于使用一些表达怀疑的词语

（London， 1973）。在稍后的研究中，对自信这一在先前实验中被自

然表达的特质进行了实验控制，以证明它是说服过程中的一个原因变

量。研究者通过让行为者做出同样的口型，但是在三种视频资料上配

以表达不同自信程度的声音，从而将言语内容从行为方式中分离出

来。

结果很明显：自信的表达是人际情境中说服的一个关键预测因

素，无论是以语言来表达或副语言表达。然而，过分罗嗦的自信表达

反而会使他人产生对抗。一般而言，那些最有效的女性说服者所使用

的策略是，既改变被说服者，又维系与被说服者的社会联系。她们使

用了两种策略来达到这一复杂目标：（1）表达对自己能力的自信及其

原因；（2）一旦有把握说服对方，她们就降低说服压力并且讨好被说

服者。因此，她们在影响了他人的同时还赢得了朋友。通常，双方中

任意一方未能有意识地觉察到这一“高明”策略和它得以表达的机制

之间的相互影响。



情感与谎言的视觉与听觉

一些理论学家认为，对形成印象和理解他人情绪最有用的信息，

来源于非言语信息，而不是言语信息（Mehrabian， 1972）。但是事

实确实如此吗？

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给被试呈现了一场政治辩论的片断，在这

些片断中，演讲者清楚地表达了积极或消极的情绪（Krauss et al.，

1981）。一些被试观看了原始录像，并且十分容易地辨别出了不同演

讲片断中的感情基调。对于其他的被试来说，研究者通过对片断中一

个或者更多感觉通道的信息进行删节从而设立了一个相互间竞争性的

沟通途径。一组被试阅读了这些片断的脚本；他们得到了言语信息但

是没有视觉信息，也几乎没有副语言信息。另一组被试只获得了视觉

信息，因为他们观看了没有声音的录像带，导致了言语和副言语信息

的丢失。另外还有一组被试听了一个被过滤过的录音带，在录音带中

演讲是难以理解的，而副语言的特点例如音调、响度等被保存了下

来。哪一种途径最能够传递出情绪？书面文字？视觉？副语言？研究

发现，对情绪的最好判断出现在了脚本这一条件中，其中几乎没有非

言语信息可利用。阅读了脚本的被试，其判断与在全通道条件中得出

的非常准确的判断最相配。

惊讶吗？在仔细思考后，你可能并不会觉得吃惊。本章所强调的

观点与流行观点相反：没有比语言更适合作为传递情绪的媒介了

（Brown，1986）。词语和语言规则是非常灵活且被广泛应用的传递情

绪的工具。尽管如此，非言语通道也确实对帮助人们理解情绪起着很

重要的作用。在刚刚回顾过的研究中，语言途径（脚本）是觉察情绪

最好的单一通道，尽管它不如全通道那么好。除言语以外，非言语线

索也有一定的作用。



在言语自身没有提供线索或者提供了误导线索的情况下，视觉和

副语言线索在传达情绪上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当言语内容完全没有，

或者是刻意没有，涉及情绪内容时，就只有依靠非言语信息来“泄

露”情绪了。当存在一个“混合信息”时，例如非言语线索传递出的

情感与说话内容相矛盾时，人们似乎更加信任面部和身体所“表达”

的内容，而不是言语内容。显然，人们明白，相对于言语内容，沟通

者很少有意识地控制自己可见的非言语行为，也很少能够控制自己可

见的非言语行为。稍后，我们将探讨一个特殊的案例，在这一案例中

非言语线索可能传递出了比言语内容更多的（或者不同的）信息：一

个关于谎言与欺骗的案例。然而，首先我们必须考察一下非言语沟通

在影响中重要性的另一根据——非言语行为对引发情绪的作用，当然

这种影响常常不被觉察。

表情的作用。表情提供了特别丰富的情绪线索。不仅如此，面部

表情还可以激发他人的情绪。有一项研究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这项

研究考察了人们对伟大的沟通者，罗纳德·里根演讲录像的无声剪辑

的情绪反应（McH�ugo et al.， 1985）。里根的支持者与反对者都

观看了显现总统上半身的1分钟剪辑。每个剪辑分别捕捉了总统的4种

不同情绪状态：中性、愉快而从容、害怕并逃避、愤怒和恐惧（见图

7.4）。在被试观看每段剪辑时，记录他们的生理指标，包括对面部肌

肉紧张度的测量。在观看完每段剪辑后，被试报告了他们自己的情

绪。所有非中性情绪的剪辑都引发了被试心率增加等诸如此类的生理

唤醒。另外，面部肌肉紧张度的测量显示，对里根所表达的情绪有一

种移情式“模仿”。在生理水平上，里根由面部传达出的情绪使被试

产生了相同的反应。例如，里根展现出的愉快和从容会引发被试微

笑；而他愤怒和害怕，则引发被试皱眉。无论是支持里根的观众还是

反对里根的观众都出现了这种反应。



图7.4

一项关于表情的研究。前总理里根正在展现（从左上角顺时针方向）高兴和从容，

害怕和逃避，愤怒和恐惧。

（资料来源：McHugo，Lanzetta，Sullivan，Masters & Englis，1985）

然而，被试对总统的态度，确实影响到了他们在观看每段特定剪

辑之后所报告的感受。当里根非言语地表达了高兴时，里根的支持者

报告的感受是积极并热情的，但在里根看上去愤怒或恐惧时，他们报

告的感受则会相当消极和愤怒。相反，无论里根表达什么情绪，他的



反对者，尤其是民主党中的极端反对者，所报告的感受多少都有点消

极。

这些结果意味着什么呢？它们主要说明了，演讲者的情绪性面部

表情能够引发听众的情绪反应。生理水平上的这种“内在反应”与说

话者的情绪相匹配，这种效应非常类似于我们都体验过的感染性微

笑，或者当看到某人遭受痛苦时我们就会有的痛苦表情。然而，一旦

这些自动化反应与思维及先前态度发生了联系，那么这些被有意识地

体验到的情绪就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再类似于说话者的情绪了——

尽管如此它仍然是一种情绪。

就电视形象而言，这一研究十分有意义。那些擅长控制自己面部

表情的公众人物，能够通过引发那些观看自己在晚间新闻上短暂露面

的观众的积极情绪，而塑造自己的印象——只要观众并不是原本就反

对这个形象的塑造者。实际上，该研究的跟踪研究发现，在观看了里

根愉快且使人安心的表情后，原本中立的学生报告了更多关于里根的

积极态度（Lanzetta et al.， 1985）。

如果晚间新闻主持人在心里对候选人有较高评价的话，那些注意

自我意象的候选人可能会做得更好。这不是因为新闻主持人会给予口

头的称赞，主持人不可能在新闻中表现出偏袒，但新闻主持人可能会

无意地将他们对候选人的偏好“写”在脸上，并且把那些偏好传递给

他们的观众，就像在上述研究中，里根将情绪从他的脸上传递到被试

的情感系统中那样。我们依据一些有趣的现场研究得到了以上的结

论。

从蒙娜·丽莎到彼得·詹宁斯。一项研究考察了1984年的在任总

统罗纳德·里根与民主党人沃尔特·蒙代尔之间的总统竞选活动。研

究的第一阶段，在投票前的8天时间里连续对三家主要电视台的晚间新

闻进行录像。在第二阶段，研究者让大学生对录像片段中3家电视台的



新闻主持人在报道里根或者蒙代尔时的面部表情进行评价。评价结果

显示，在报道关于里根或者蒙代尔的新闻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的丹·拉瑟和国家广播公司（NBC）的汤姆·布洛克肖这两人

的面部表情所表现出的愉快程度没有任何差异。每个人在谈论任一个

候选人时脸上都带着相同（而且适当的）愉快表情。然而，美国广播

公司（ABC）的彼得·詹宁斯却表现出了一种支持里根的强烈积极表情

偏向；当他谈论里根时，他的表情会比报道蒙代尔时“泄露”得更

多。在选举结束后的那个春天进行了最后一个阶段的研究，研究揭示

了这一“詹宁斯的微笑”的意义。对5个美国中西部和东部城市的约

200名选民进行了电话调查。调查者询问他们最常观看哪个电视台的晚

间新闻报道，以及他们投了谁的票。在那些确实参与了选举的人中，

有63％的CBS和NBC忠实观众投票支持里根。与之相对照，有75％的ABC

——彼得·詹宁斯——忠实观众投票支持里根。一个新闻主持人的笑

容是否有助于选举总统呢？

研究者相信答案是肯定的。他们认为，詹宁斯的积极面部表情引

发了其观众的积极情感，而这些积极情感与里根——这个与那些积极

表情同时出现的客体——联系在了一起。另一种可能性是，那些原本

就支持里根的观众更多地观看ABC频道，因为该频道明显具有支持里根

的偏向。但是，后一种解释似乎不太可能成立。一项独立研究的结果

显示，相对于其他电视网，ABC在新闻内容方面实际上更少支持里根

（Clancey&Robinson，1985）。因此，“新闻主持人的面部表情偏向

影响了选民态度”这一观点是该研究结果最可能的解释——由于具有

这一解释一定政治意义，所以它值得更多研究的关注。这一解释对惯

用语“接受表面价值”赋予了新的意义。

说谎是不诚实的表现，觉察谎言则是人之常情。我们认为，任何

一个沟通者的可信度的核心，除了专业素养，就是诚实坦率。当我们

感觉某人“没有说真话”，或者正在掩饰某些事，那么他的可信度会



直线下降。对于人们什么时候在撒谎的判断有时是受非言语线索指导

的，因为当人们设法欺骗他人时其言行会有所不同，尽管这种差别通

常很微妙（Ekman， 1985）。一项研究对比了那些被要求对自己的情

况或对一起目击事件说谎话的被试和被要求说真话的被试，结果发

现，说谎者似乎语速更慢而且音调更高、更经常变换身体姿态、更少

微笑和避免目光接触（Apple et al.， 1979；Zuckerman et al.，

1981）。此外，说谎者在回答问题时会有更多语误和犹豫。

为什么我们在欺骗时有“侧面表露”？最重要的两个原因是谎言

泄漏和认知干预。谎言泄漏涉及了这样一种观念，说谎时我们会尽可

能地使自己看上去、听起来是真实的，这时我们通常会发现那些激发

焦虑的行为。我们也许能够控制我们沟通中的一个或者多个通道，但

是关于我们焦虑不安的证据或者我们真实感受的证据可能会在另一个

通道“泄露”出去（Ekman&Friesen， 1969）。当然，“泄密”的通

道自然是最难以控制的通道。言语通道，我们有意识选择的词语，是

最容易控制的。有趣的是，面部表情也是相当可控的，但不是完全可

控（Ekman et al.， 1988）。研究表明，最难以控制的是身体动作和

声音特征（Scherer et al.， 1986）。20世纪70年代中期一首流行的

摇滚慢歌警告那些不忠的妻子们“你不能隐藏你那说谎的眼睛”。研

究显示，不忠的妻子更难以掩饰她那不安的双脚和颤抖的声音。

欺骗同样也涉及心理努力。谎言很少是自然产生的；人们需要编

造谎言，并需要小心地注意谎言是否合乎逻辑且前后一致。这些要求

可能会加重心理负担，并因此而干扰言语的流畅表达。这有助于解释

为什么伴有欺骗的言论中会有更多停顿，以及为什么对虚构事件的描

述通常是生硬而不自然的（Koehnken， 1985）。

我们通过一些仔细设计的研究了解哪些非言语行为通常会伴随谎

言出现。但是人们能够识别谎言并因此而战胜那些基于谎言的影响企



图吗？研究显示，谎言有许多相同的非言语特征，人们报告说他们使

用这些非言语特征作为洞察欺骗的线索。实际上，当人们怀疑有欺骗

时，他们似乎更加相信从身体姿势和副语言这些可控性低的通道中所

获得的信息，而更少相信那些高度可控的言语内容——一个明智的策

略。然而，不幸的是，人们在洞察谎言时的表现并不那么好。谎言的

洞察可能会比纯粹的猜测好一些，但是并没有好太多（Brown，

1986）。仔细回顾有关洞察欺骗的研究时发现，对个体是否撒谎的判

断其正确率为57％（Kraut， 1980）。而纯粹猜测情况下可以达到

50％的正确率。

让我们尽快将这些令人沮丧的研究结果整合为观点吧。研究探讨

了在缺乏相关背景的情况下洞察陌生人的欺骗的技巧。在这些情况

下，人们可能会去寻找关于欺骗的线索但却没有考虑到产生这些非言

语行为的其他可能原因。被认为是说谎者的人可能只是害羞，在赶时

间或者是通常所说的“神经质类型”的人。在纽约州锡拉丘兹

（Syracuse）市机场进行的一项现场研究是这方面的一个不错例子

（Kraut&Poe， 1980）。一些在等待航班的旅客被邀请参与一个模拟

演习，在演习中他们要设法在不被拦阻和检查的情况下通过海关。对

其中一半志愿者，研究者给了他们一些违禁品（例如，一包海洛

因），要求他们“走私”这些违禁品，并且为成功的走私者能获得高

达100美元的奖励。海关官员（被认为是专家）和观看了海关询问录像

的纽约市郊的居民（非专家）都没能准确地辨认出谁是走私者，谁不

是走私者。实际上人们对走私者的怀疑要少于对无辜者的怀疑。尽管

如此，人们对谁看上去比较可疑的判断还是比较一致的。大多数人选

择拦阻那些看起来神情紧张的人，他们常常“回答询问前会有所犹

豫，回答非常简短，晃动他们的身体并且避免目光接触”（p.794）。

所有这些行为都被认为是与某些情况下的欺骗有关。然而，在这一案

例（走私）中，这些判断显然没有能够考虑到这些行为可能并不是特



别有效的欺骗信号，这些行为可能也与人们所不知道的其他一些个人

或情境特征有关。

与上述情况相反，在某些情形下，你对某人可能会说谎的情境非

常熟悉，同时你还对这个人的人格类型和其可能的动机有所了解。你

在这种情形下对这个人欺骗的觉察能力会很高，远远高于你在实验室

和机场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人的单一孤立欺骗行为的觉察能力。

说服与非言语沟通

我们关于沟通者的印象和感受无疑会受到他们信息的非言语方面

的影响。我们快速且无意识地对沟通者的某些非言语表达做出反应，

这种反应既表现在对沟通者力量及其可信性的归因上，也表现在对沟

通者的喜爱或厌恶上。对沟通者的这些反应可能会影响到由信息所引

发的态度改变的程度。研究证实，非言语线索可能会通过对说话者印

象的塑造而影响到说服。一项研究发现，当要求大学生设法改变某人

的态度，而不是简单地传递信息时，他们的语速会加快，声音更大而

且表达更加流畅；他们还会有更多愉快的表情，并且与听众有更多目

光接触（Mehrabian&Williams，1969）——正如前面的讨论所预测的

那样。此外，对拥有这些特点的信息进行评定时，它们通常会被认为

更具有说服力。研究发现，更具影响力的心理咨询师会比那些不怎么

有影响力的心理咨询师以稍为大一些的声音来做咨询（Packwood，

1974）。长相有吸引力的个体似乎也更有说服力，他们在试图影响他

人时会以高于平均水平的语速和流畅度讲话，这可能不是一种巧合

（Chaiken， 1979）。

语速似乎是一个特别有效的非言语说服线索。想一想在前面段落

中我们是多么频繁地谈到它。让我们看一下一组研究者所进行的研

究，他们在前往洛杉矶一家购物中心的途中，请人们聆听一段关于喝



咖啡的危害的录音信息，对这一信息进行评价，并表明对这一信息的

赞同程度（Miller et al.， 1976）。当听到的录音中说话者以高于

平均的语速传递相关信息时，购物者认为这一说话者更加可信，并且

对其信息更加赞同。在大学实验室里再次进行这一实验时得到了相同

结果。

较快语速传递了可信度和知识性，并因此可能被作为接受信息的

一个直觉线索。同时它可能也使系统化加工变得更加困难；但是这并

不是非言语沟通的效用，因此，在这里我们不再继续探讨。你可能会

说“等一等”；怎么会是这样呢？我们被告诫，要小心那些“滔滔不

绝的推销员”，那么快速的言语如何能够成为可信度的线索呢？问题

的答案就在于言语本身。这个人正设法向你推销，对这一点的认识本

身就是一个线索——关于不信任的线索。当说话者没有显出他想要操

纵你的目的时，那么快速的言语就是具有说服力的。

非言语行为的自我知觉：我点头了，因此我是同意的

我们在第3章中已经知道，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从自己的行为来推

断自己的感受。与此相类似，我们的非言语行为同样可能给予我们一

些反馈并影响我们的态度和情绪。这一点在一个设计十分巧妙的实验

中得到了证明（Wells&Petty， 1980）。以检查戴着立体声耳机“在

变换姿势时是否舒适”为名，研究者要求大学生在听广播时点头

（“上下移动你的脑袋”）或者是摇头（“来回移动你的脑袋”）。

在音乐广播中插入一段长度为90秒的有关被试所在学校增加学费的说

服信息。流行音乐节目主持人将这条信息作为一条电台评论介绍给听

众。在信息呈现后进行的观点测量清晰地显示，头部动作对被试的观

点具有重要影响。相对于仅仅收听广播的控制组，在收听时被要求点

头的被试更加赞同这一信息，而被要求摇头（就像“否”的姿势一

样）的被试则更少赞同这一信息。



更为重要的是，被试丝毫不怀疑是头部动作影响了他们的态度。

我们再次看到了无意识过程所发挥的作用。但是，无意识过程是如何

产生影响的呢？研究者认为，当我们点头时，我们总是在思考积极的

问题；而当我们摇头时，我们则总是在思考消极的问题。我们非常好

地习得了这样的联结，以至于非常难以做出“以点头来表示不同意”

这类的行为：此时的身体反应与认知反应是不相容的。于是，不相容

的认知反应基本上都被身体上的头部运动所抑制，而相容的认知则得

以增强、变多。点头促进了心理上的认同反应；摇头则促进了心理上

的不认同反应。

让我们来考虑一下这一结果的实践意义。在听说了这一头部运动

的研究后，你是否会对这样一个电视广告表示怀疑呢：广告的视觉特

征是一个垂直弹跳的球，同时其音频部分则在详细解说这一产品的优

点。

非言语线索，无论是他人还是我们自己的，是能够被客观地看

到、听到或感受到的。它们是可觉察的。但是正如我们已经讨论过

的，即使当非言语线索没有被有意识地注意到时，它们也可能对我们

的情绪和印象产生影响。在本章的最后部分，我们转向那些可能没有

被注意到也无法被注意到的影响线索：低于心理阈限的影响线索。

阈下刺激：难以察觉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诞生了摇滚乐、呼拉圈以及被福特公司命名为爱泽

尔（Edsel）的新款轿车。摇滚乐继续存在；如歌中所唱到的，它还

“在此停留”。呼拉圈很快就淡出了，但偶尔还会复现。爱泽尔于

1958年出产，但自那以后就再也没有被生产过。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

另一个新生事物是，使用阈下影响技术进行的商业实验。1957年秋



天，新泽西州黎堡的电影观众观看了一些被处理过的电影。在一部电

影的无数张胶片中，插入了一些含有“饿了？吃爆米花吧”和“喝可

口可乐”等词语的单帧胶片。这些胶片移动得非常快以至于它们无法

被看到，但设计了这一隐蔽提醒方法的营销公司报告说，爆米花在幕

间休息期间的销售量上升了50％，软饮料的消费则上升了18％。为了

惊吓而非销售，一个电影制片人运用相同技术，在恐怖电影的关键时

刻以不被觉察地方式闪现骷髅图片和文字“鲜血”（Packard，

1957）。

当这些阈下影响的做法作为新闻被公众得知时，反应是可预见

的：公众被激怒了，并出台了限制在广告中使用阈下影响的新法律。

因此，在研究清楚阈下影响是否真正地起作用之前，阈下影响就被人

们抛弃了。但如同呼拉圈一样，阈下影响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又卷土

重来并陪伴我们至今。在1974年的电影《驱魔人》（Exorcist）中，

一个死亡面具在屏幕上以短得无法被注意到的时间闪现。近年来，为

了应对偷窃行为，北美的许多百货商店在播放一些悠闲的背景音乐的

同时，还不断快速重复播放一些几乎不能被听到的低语，例如“我是

诚实的，我将不会偷窃。”许多商店都报告，入店行窃率大幅度地降

低了（Time， 1979）。一些畅销书籍例如《阈下诱惑》（Subliminal

Seduction， Key， 1973）宣称，平面广告中含有隐藏的信息和暗

示，通常是性暗示——例如一杯杜松子酒中的冰块里有一些像阴茎的

东西，或者远处海浪的顶端投影在沙滩上身着比基尼晒太阳的女性分

开的双腿上。而现在，你可以购买到一些宣称可以缓解压力的音带，

在这些音带中包含着一些抚慰性的亚音频信息，而这些信息通常被浪

漫音乐和周围自然的声音所掩蔽。

这些阈下技术有用吗？它们是否如其支持者宣称的那样可以对那

些没有觉察的对象产生影响呢？想一想你在本章中已经读过的内容，

你可能会更加开放地考虑这种可能性。我们已经知道，可被觉察到但



没有引起注意的刺激，能够在不被我们意识到的情况下影响我们的态

度和行为。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刺激是如何对我们产生影响的。我

们曾考察过的一个研究比这一观点更为极端——不止是没有被觉察到

的刺激，无法被觉察的（即阈下的）重复刺激，也能够对态度产生影

响（Kunst�Wilson&Zajonc，1980）。总之，就我们已有的知识而

言，我们应该对那些以我们无法“看到”或“听到”的方式所呈现的

刺激的潜在影响持一种开放心态。

然而，开放的心态也同样应该具有辨别力。近年来，阈下加工已

经吸引了相当多的科学关注；但迄今为止，严格控制和可重复的研究

并没有证实任何关于阈下影响的神话般的断言。同时，虽然一些受到

推崇的阈下技术推动了科学研究，但是另一些阈下技术却完全无法揭

示任何人类心理的功能。让我们对阈下影响的各种尝试进行整理归

纳，将它们与新近的心理学研究和理论联系起来。

利用阈下“视觉”改变心理的可能性

新泽西州爆米花广告的发起者宣称，他们著名的阈下广告导致了

剧院快餐店销售额的巨大增长。然而，实际上，他们没有进行严格控

制的研究，因此无法确定究竟是什么导致了销售额的增长，或者是否

确实出现了销售额的增长。由于缺乏关于“销售额”的清楚定义以及

缺乏阈下信息呈现之前定义清楚的、作为对比基线的销售额，我们不

知道“销售额增加”是否应归结为阈下刺激、一群异常饥饿的观众、

观众数量的增加，还是偶然的一个波动或者其他的什么因素。此外，

一些证据显示，研究的结果是捏造的（Weir， 1984）。

如果我们不考虑20世纪60年代的一些拙劣研究（Moore，

1982），那么在本章前面讨论过的那个以1毫秒时间呈现八角形的研

究，最早直接证明了短暂闪现的刺激能够对情感产生影响，即使刺激



没有被有意识地注意到（Kunst�Wilson&Zajonc， 1980）。正如我们

所知，平均起来，这些“呈现得太快以至于无法被看见”的八角形会

比那些从未呈现过的八角形更受喜爱。

这一八角形的研究能否推广到影响线索呢？它本身并不行。它的

一个局限是阈下刺激与其他刺激相分离，而被试关注的是阈下刺激。

被试认真地看着屏幕——即使他们什么也看不到，只能看到短暂的闪

光。相反，在广告中，阈下刺激会被附加在已经被观众有意识注意到

的电视广告或者电影的视听内容上。如果对某些内容的有意识注意削

弱了伴随性的阈下刺激的影响，那么阈下刺激几乎没有实际应用价值

（Dixon， 1971；Moore，1982）。

第二个局限是，八角形研究的结果表明，通过阈下呈现，只有刺

激本身变得更受喜爱。而那些把著名的阈下刺激穿插到电影中的爆米

花推销者，不会对特定的物理刺激（“饿了？吃爆米花吧！”）变得

更受欢迎这一点感兴趣。他们需要一个更具普适性的效果：想吃爆米

花的更强愿望，并进而引发他们所期望的行为，即购买爆米花。相似

地，《驱魔人》的制片人想要的也不只是观众们对死亡面具的一个反

应。他们同样也寻求一个更具普适性的效果——恐惧。如果阈下刺激

的效果仅仅限于针对刺激自身的特殊反应，那么其实用价值会受到很

大限制。

第三个局限是八角形研究中，在刺激物呈现后的几分钟内测量了

对刺激物的喜爱程度，没有告诉我们被诱发的感受是否足够强烈和持

久以至于能对引发后续直接行为的心理加工产生影响。广告的目标是

行为改变。电影观众必须要能离开座位，去购买爆米花。终日懒散的

那些人必须在他们光顾商店以前一直保持由阈下呈现的产品信息所塑

造的态度，同时这一态度必须足够强烈，从而能够在他们光顾商店时

适时地被激活。



这些局限是否意味着阈下说服不能起作用呢？或者说，（1）阈下

刺激是否能被附加在那些被给予了充分注意的材料上？（2）阈下刺激

是否仍能引发一般情绪和态度？（3）阈下刺激引发的情绪和态度是否

足够强烈从而足以影响特定的目标行为？最近的研究显示，在一定限

度内，对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让我们对其中的一些研究进行

探讨。

阈下刺激影响判断，即使只是作为附加刺激。多个研究已经证

实，甚至当阈下刺激与一些支配了意识注意的刺激同时呈现时，阈下

刺激仍会产生影响（Greenwald et al.， 1989；Marcel， 1983）。

这些研究使用了速示仪，一种能快速呈现刺激，并能精确地调整刺激

在每只眼睛或每只眼睛不同视野区内持续时间的仪器。在一项研究

中，以仅仅30毫秒的持续时间向被试的非优势眼呈现一个带有感情色

彩的词语，同时向被试的优势眼呈现一个“掩蔽刺激”——一个很杂

乱的图案（Greenwald et al.， 1989）。所有被试报告，他们所看到

的只是杂乱图案的模糊闪现。不到一秒钟后，以2秒钟的持续时间向被

试呈现了另一带有感情色彩的词语，并要求被试判断这一词语的含义

是好还是坏。当前一个阈下词语（例如“悲痛”）与目标词语（例如

“厌恶”）具有相同的情绪内涵时，被试的判断会更快，反之（例如

“高兴”与“厌恶”）则更慢。因此，即使与一个更加强烈的刺激同

时呈现，阈下刺激也能影响被试：阈下刺激对被试具有启动作用，使

他们更快地辨别出另一个刺激的感情色彩。

阈下刺激对一般反应的影响。阈下启动的研究同样也说明，对其

他刺激的评价会受到阈下刺激的影响（Bargh&Pietromonaco，

1982）。一项研究使用速示仪将成对词语呈现在被试注视点的左边或

者右边；这些词语的呈现时间非常短，以至于被试无法觉察它们的含

义（Erdley&D'Agostino， 1988）。所呈现的词语看起来就像是微弱

的闪光。（研究者）要求被试指出每个闪光是出现在左边还是右边。



对一些被试而言，大多数阈下呈现的配对词中有一个词是“诚实的”

的同义词——“真诚的”或“正直的”。对另一些被试，大多数配对

词中包含了“卑鄙的”的同义词——“粗鲁的”或“敌对的”。对第

三组被试，则呈现了一些中性词语。因此，如果阈下刺激具有启动作

用，那么一些被试应该会把诚实作为一种特质；而另一些被试则会把

卑鄙作为一个特质。

他们确实被启动了。在完成了阈下阶段几分钟后，所有被试都阅

读了一个简短的故事，这一故事讲述了一位名叫堂娜的女青年的一次

购物之旅，这位女青年在多个不同的场合中表现得既有些诚实又有些

卑鄙。与控制组相比，被无意识地启动了诚实特质的被试后来将堂娜

描绘得更加诚实和值得信任。相反，被无意识地启动了卑鄙特质的被

试则将堂娜形容得更加卑鄙、粗鲁和自私。被无意识启动的内容波及

到了对客观上并无关联的刺激的有意识判断。

对上述启动程序稍作改进的研究，有力地说明了由阈下刺激触发

的联想范围。该研究中的启动刺激不再是一些包含特质的词语，而是

大多数美国人所持有的与对黑人刻板印象有关联的词语，其中包括一

些绰号（“黑鬼”和“黑人”）、品质词（“善运动的”、“贫穷”

和“懒惰”）、地点词（“非洲”和“贫民区”），以及一些活动词

（“爵士”和“篮球”）（De�vine， 1989）。白人被试接受了100

次阈下刺激的启动。对一组被试，有80次阈下启动词与刻板印象有关

（12个词语每个呈现了6至7次）；而对另一组被试，只有20次阈下启

动词与刻板印象有关。在阈下启动的几分钟后，被试阅读了一段文

字，这段文字描写了一个（种族不明的）男子所做出的一些“模棱两

可的敌意行为”，例如刚付完款就要求退货，在公寓没有被重新粉刷

以前拒付租金。研究者要求被试在不同维度上对这段文字中所描写的

男性的行为进行评定，包括敌意。



实验结果非常令人吃惊：相对于那些接受了有关黑人刻板印象的

轻度阈下刺激的白人被试，那些接受了重度阈下刺激的白人被试对那

个男子的评定为更具敌意；但是两组被试在其他特质维度的评定上没

有差异。在进行实验的几个月前，曾采用种族歧视量表对这批被试是

否怀有偏见进行了测量。

这里有什么联系呢？在刻板印象的无意识暗示下，无偏见的白人

被试如何能在一个陌生人身上看到比他客观具有的敌意更多的敌意

呢？几乎所有的美国白人在其童年早期就习得了关于黑人的刻板印

象。这一刻板印象的一部分就是黑人更加有敌意这一假设（Brigham，

1971；Devine， 1989）。有偏见的人们有意识地获得刻板印象，并且

情绪化地对刻板印象的消极成分做出反应。偏见不强的人们会有意识

地抵制刻板印象，但是刻板印象是如此牢固地被习得，它存在于无意

识中，处于隐匿状态；而一些与黑人或黑人刻板印象有关的暗示会激

活这一刻板印象。一旦有这类暗示，个体的刻板印象会被启动，并在

即时情境中发现一些与刻板印象有关的品质。在本研究中，暗示是阈

下刺激，然而阈下刺激仍然能足够强烈地激活刻板印象，使刻板印象

中的惟一成分——敌意——被凸现到意识的关注点上。

让我们来看一看不那么极端的情况。有一项研究把电影院中使用

的阈下刺激引入到实验室，这一研究再次证实了阈下刺激对一般反应

的影响。实验者让学生们观看了一部由电脑生成图形的录像，这部长

度为2分钟的录像是令人难忘（Robles et al.， 1987）。在录像中，

满是家具的房间其不同视角的图像以生动的色彩在屏幕上做水平和垂

直旋转。为被试不知的是，在录像中至少插入了12个持续时间为六分

之一秒的单帧“阈下刺激”。其中，有些被试观看的录像中插入了积

极的阈下刺激（流行的卡通角色如兔巴哥），有些是消极的阈下刺激

（恐怖电影中血肉模糊的面孔、魔鬼和妖怪），还有一些则呈中性

（灰色的无特色形象）。短片放映完后，立即让被试完成标准化的焦



虑问卷。所插入形象对焦虑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相对于那些曝光于

中性形象的被试，那些曝光于血淋淋的形象的被试报告了更强的焦

虑，而那些曝光于有趣卡通形象的被试所报告的焦虑甚至比控制组被

试还要少很多。

阈下刺激可能会影响行为（但是需要更多的证据）。关于阈下影

响是否能够达到行为改变这一最终目标，几乎还没有什么很好的研

究，但是，一项实验室研究为我们提供了积极线索（Bornstein et

al.， 1987）。研究发现，在完成一些评价性任务的过程中，被试对

于面孔曾被阈下呈现过的主试同谋的公开赞成多于对未曾“谋面”的

主试同谋的公开赞成。但这一效应并不强烈，并且没有伴随出现更加

喜爱“熟悉的”主试同谋的其他行为证据。然而，研究结果确实显

示，由阈下刺激引发的状态与简单行为之间或许存在着直接的关联。

于是，我们可以断定：如果不考虑行为改变，活动的视觉媒体中

出现的阈下呈现至少能够唤起情绪并激活各种心理范畴，以致评价受

到完全不同的刺激（包括自我）的影响。在解释这些影响时，心理学

家首先使用了本章前面部分讨论过的知识。未被有意识注意到的刺激

仍然可能被登记和被无意识地进行粗浅加工。就阈下刺激而言，我们

必须补充一些有关人类信息加工的额外假设，而且这些假设一点也不

能牵强附会。例如，为了激活与评价相关联的一种情绪或者一个特定

心理范畴，如“诚实”，刺激的一部分可能必须被登录。如前所述，

扎伊翁茨（1980）曾提出，刺激可能得具有使对刺激的“情感再认”

大大快于对刺激的言语识别的属性。总而言之，阈下加工似乎是能够

快速运转——以奔跑般的速度工作——的大脑的副产品，与此同时，

大脑还在慢慢地从事一些其他活动，例如，获取正在观看的电影情节

的含义。



于是，可能那些一闪而过的死亡面具确实让《驱魔人》更加吓

人。但因为还缺乏运用行为测量或以远大于几分钟时间追踪阈下影响

的研究，所以阈下刺激是否能够有助于销售爆米花——或者汽车、啤

酒等诸如此类的东西——仍然有待探索。有专家指出，在短暂的实验

室研究中所体验到的阈下刺激作用本身是短暂存在的。但是请考虑一

下这些问题：如果阈下刺激被整合进一个你每天多次、每周多天都会

看到的电视广告中，那么阈下刺激产生的情绪性反应是否会随着阈下

刺激的重复呈现而增强呢？阈下影响能否作为稍后说服的一个铺垫？

或（帮助）建构对反说服的抵制？一项新近的研究发现，由阈下曝光

形成的对汉字的态度，在稍后受到来自汉字学专家简短说服信息的攻

击时，能够抵制改变（Edwards， 1990）。当观众处在一种阈下刺激

引发的良好心境中时，广告商能否通过呈现一条产品的说服信息来

“趁热打铁”呢？鉴于新近的实验证据，以及广告商们对获取更大产

品利益的“窍门”的无止尽追求，这些问题都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阈下音频信息与嵌入式印刷信息：不太可能的影响

除视觉外，经由其他感觉通道的阈下影响或许同样能产生所期望

的效果。现在让我们来考虑一下阈下听觉。从消极方面说，严格的阈

下影响不太可能通过耳朵来形成，而只能通过眼睛来形成。阈下音频

信息可能太过微弱而无法被听到，如果注意全都集中在其他的声音

上，那么阈下音频信息可能根本不会被登记。眼睛可以从视野的不同

区域同时获得信息；与眼睛不同，耳朵是依次处理输入的信息，一次

处理一个刺激。当多个声音同时出现时，它们混合在一起；而混合的

结果可以从模糊的刺耳声音到和谐的声音——音乐。除非我们专门去

听许多同时存在的信号中的某一个，否则那些信号大多将被淹没在混

合后的声音中。如果我们实际上能够听到这一信号，那么根据定义，

它已不再是阈下的声音了。



另一方面，一个简单的阈上信号（“在阈限以上”）可以微弱地

向我们重复呈现，尽管我们对该信号的注意时有时无。我们可能从未

完全意识到这一信号，但是通过重复曝光，我们或许能体验到对这一

信号或者信号所传递思想的积极情感。这一心理机制有助于使缓解压

力的录音带发挥作用，尽管这一心理机制尚未得到证实。那些简单的

信息——“放轻松”、“你很棒”、“不要担心，高兴一些”——能

够被听到，但只是极为勉强地被听到；在新纪元音乐[1]的帮助下，那

些简单信息触发了恰当的情绪联想。

新近一项设计精致的实验表明，尽管美国人每年在阈下“自助”

磁带上花费了5000万美元，但是，这种磁带即使有治疗效果的话，也

非常小（Pratkanis et al.， 1990）。一群18～60岁的被试连续五周

每天聆听旨在提高他们的记忆或者自尊的阈下磁带。在聆听这些商业

磁带前后，研究者根据多个维度对每个被试的记忆和自尊都进行了测

量。此外，对于那些聆听记忆磁带的被试，一半的人被诱导相信这些

磁带能够改善他们的记忆，而另一半的人则被错误地告知该磁带是提

高自尊的。对于那些聆听自尊磁带的被试，则进行相反的安排。

这一研究得到了两个明显的结果。首先，对自我改进的知觉显著

受到了被试期待的影响；如果他们被告知磁带会改善记忆，那么他们

就报告了记忆的改善，而如果他们期望自尊提高，那么他们就报告了

自尊的提高。然而，在被试聆听了记忆磁带但却相信它是一盘自尊磁

带时，这一“自欺”效果是最强烈的。其次，尽管被试的期待是被试

相信自己得到了的东西，但实际上那并不是他们实际得到的回报。他

们什么都没有得到。在14项客观测量中，没有任何一项显示出了记忆

或自尊改善的任何线索。根据安慰剂效应，期待本身可以引发个人改

变；而这一研究结果显示，阈下治疗磁带甚至可能不具有安慰剂效

应。



嵌入式印刷品广告中的刺激完全不可能成为有效的阈下刺激。事

实上，甚至不可能存在这类嵌入式的刺激。威尔逊·布赖恩·凯

（Wilson Brian Key）揭示出，麦迪逊大街[2]所谓的凶兆图片秘密的

极力鼓吹者，煞费苦心地试图在杂志广告中发现爱欲客体，包括通过

放大镜和以斗鸡眼的角度来观察。也许他用放大镜真正看到的恰好是

他期望看见的。如果你足够努力地观看任何模棱两可的刺激——云

朵、放大的冰块或者罗夏克墨迹——你都会看到某些东西。在某种程

度上，你的所见正是你的所想。

但是，即使印刷品广告确实包含了嵌入式符号，它们也不会以阈

下的方式影响人们。道理很简单，因为迄今为止我们还不知道有这样

一种心理过程，即通过偶然浏览广告就能够无意识地接受一个需要通

过放大镜或仔细揣摩才能在意识水平上被看见的刺激。



印刷品广告中可能不会隐藏着暗示性刺激。即使有，也需要通过发现（“不隐藏

的”）才能使其产生影响，但这是不太可能的。（Courtesy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Advertising Agencies）

影响的伦理道德——觉察之外和觉察以内



阈下影响的商业应用是不道德的吗？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时，让我

们考虑一下与影响和说服有关的伦理道德问题以及在此背景下的阈下

刺激问题。道德问题十分复杂，在一定程度上是个观念的问题。但许

多人至少会同意，不道德的影响技巧涉及以下三个核心方面（不包括

强制性的外部力量，这不在本书讨论范围内）。如果一种影响技巧依

靠欺骗、禁止呈现反面信息或者不公正地阻碍对影响的抵制，那么一

般说来，这种影响技巧就可以被认为是不道德的。

对欺骗的依赖。我们在第2章中描述过的用在汽车销售中的虚报

低价技术是不道德的，因为它只有在向说服对象说谎的情况下才会起

作用。销售人员有一个关于较低交易价格交易的承诺，但他从未打算

要以这一价格来成交，他利用这一承诺使购买者同意一个修订后的更

高价格的交易。除了谎言以外，没有任何的技巧。（没有谎言就没有

销售）。类似地，阈下刺激的使用者将其使用视为秘密来保守，从这

个意义上来说，阈下刺激也是欺骗性的，因此也是不道德的。然而，

可以想象，甚至当公开宣称呈现阈下刺激时——例如，呈现在有明显

说服意图的电视商业广告中——阈下刺激仍能够产生影响。在这些情

形下，可以认为，阈下刺激至少能够“通过”对欺骗的道德检验。阈

下刺激的呈现和信息的说服意图都是被公开承认的。

呈现单面信息并禁止另一面信息。一些影响策略是不道德的，因

为它们涉及有意封锁对立观点或对立行为的选择性曝光。统一教的招

募体制经常遭受以此为根据的批评。如我们所知，邪教成员使被招募

者专注于邪教本身的信息，并蓄意使被招募者失去聆听——乃至思考

——对立面观点的时间和机会。这一“拒绝对立面”的规则并没有被

真正应用到任何一个影响技巧，例如阈下呈现等。实际上，这一规则

与影响者用来审查和限制被影响者自由接触其他观点的一般能力和权

力有着更加密切的关系（例如在一个极权主义的国家中）。根据这一



规则，在同时存在双方面观点的情形中，单方面的阈下信息似乎是道

德的。

阻碍抵御。当影响的方式或多或少地剥夺了人们防御、反驳的动

机或能力，或者仅仅回避的权利时，这一影响似乎就是不道德的了。

就像在一些邪教招募和战俘营里的情况一样，这种剥夺可以通过剥夺

睡眠和食物来达到。通过一些纯粹的心理学手段——分散注意和引发

混淆——也能够剥夺人们防御的意愿和能力。当我们在第8章中探讨警

察有时如何强迫无辜的嫌疑人认罪时，我们将看到一个关于阻碍防御

的事例。通过运用那些使影响对象觉察不到其作用的影响刺激也能使

影响对象变得不具防御性。

那么，为什么阈下刺激是极度不道德的呢？因为，你无法防御那

些你不知道的东西，而阈下信息就是你无法觉察的。那么经典条件反

射是不是无法觉察的呢？通过促使受众对符号、意象和其他带有感情

色彩的刺激做出情绪化和无意识的反应，经过包装的候选人形象和产

品形象使受众的注意偏离了实质并且抑制了系统化思考，那么这些形

象是否也是无法觉察到的呢？正如我们所知，这些策略诱发了那些人

们没有觉察到的改变过程。

但是，这些方法与阈下刺激之间有着非常重要的区别。在形象加

工和条件反射中，操作性刺激和策略是可以被觉察到的，即使很多人

可能因使用这些技术不够熟练而有所遗漏。因为我们的敏感和细心，

我们至少有机会抵制它们带来的影响。通过留意，通过在第6章以及其

他章节讨论过的分析影响情境的策略，我们就能够保护自己。但这些

方法不适用于阈下刺激的情况。我们无法觉察阈下刺激，因此没有任

何东西能够提醒我们要留意。我们惟一的防御只能延后，延至行为决

策的时候。在那时，我们可以问自己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感受。在

没有发现线索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从阈下影响所塑造的倾向中逐步退



回。这是一种防御，但不是最终的防御。此外，这也不是一种对阈下

刺激在“小事”上——在不用担心什么因素导致的情况下必须不断作

出的即时判断——所造成的微妙影响的防御。回想一下，在阈下种族

刻板印象的强烈提醒下，人们在一个无辜的陌生人身上看到了敌意。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如果证实阈下影响在实验室以外的广

告情景中发挥了作用，那么对它的应用将被视为是非常不道德的——

主要是因为阈下影响本身剥夺了人们抵制它的机会。

觉察与意识：结束语

人类两个格外显著的特点是：（1）语言，它使极度复杂和微妙的

沟通成为可能；（2）意识，一种主观觉察外界的能力——带着观察的

意识去观察个体自我的思想，去观察个体与外部世界的交流。意识在

很大程度上使我们复杂的语言成为可能。人类的这些重要特点是我们

沟通和选择的主要方式。人们生活在一个言语的、主观体验的世界

中。因此，言语符号和意识符号是最强大、有效和普遍的媒介物，通

过它们我们彼此互相影响。

在本章，我们对有意识、有目的的沟通进行了补充。首先，并非

所有信号都需要经过意识觉察才能进行登记。人类心理可以在对一些

信号进行有意识加工的同时，对另一些信号进行无意识加工。其次，

通过有意识沟通而得到的言语信息，经常在无意识水平上进行整合和

做出反应。这种“心理属性”非常关键，它可以避免由于对每件事物

的加工都必须经过在意识这一聚光灯照射下的缓慢过程而可能形成的

瓶颈。无意识或者没有觉察到的信息加工必然会伴随，而不是代替，

有意识的或觉察到的加工而发生。它们是同一系统的两个部分。



精神分析学家的任务就是帮助指导病人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发现无

意识的影响是如何作用于他们日常的思维、情感和行为，以及它们如

何表现于外显症状中。然后，这些见识为朝向更加健康的个人改变奠

定了基础。我们本章的任务是使你——一个潜在的影响对象——更加

清楚某些类型的刺激和信息如何、什么时候以及为什么能够在意识觉

察水平以下控制你的行动、思考和情感。这些知识需要被转变成一种

留意的应对方式，以用来应对一些“隐蔽的”说服和社会影响的说服

源。那就是你的任务了。

小结

我们探讨了人们在没有觉察到社会影响或者不知道是什么对他们

产生了影响的情形下而被社会影响所改变的方式。如果影响对象注意

到了影响技巧赖以支持的微妙社会压力，那么这些技巧根本不会起作

用。尤其是，我们看到人们可能没有觉察到联想的形成，可能会无意

识地依赖来自于他人的非言语线索，而且可能对阈下信息产生反应。

●要意识到某物就要觉察到它。尽管注意可能被分配到多个刺激

事件上，但通常我们只能意识到情境刺激中我们所关注的很小一部

分。当有意注意被占用时，就可能对一个刺激进行无意识加工。

●对刺激的情绪和喜爱-不喜爱反应常常通过我们没有觉察到的过

程而得以形成。一个过程就是经典条件反射。在经典条件反射中，将

一个中性刺激与一个能够激发积极或消极反应的重要刺激不断重复配

对后，原本中性的刺激就变得能够引发相同反应。这一过程能够在影

响对象没有认识到是刺激配对导致了反应改变的情况下发生。另外，

甚至当我们没有发现曾见过这一刺激的情况下，仅仅单独重复呈现一



个中性刺激就能够导致对刺激的喜欢。这意味着在我们有意识地思考

刺激之前，我们心理上已经准备好对刺激进行情感和偏好反应了。

●我们的有意识思维是理解、评价和整合这些高级加工过程的产

物，而这些高级过程有可能发生在意识之外。因此，通过对构成态度

和决策之基础的显著刺激的无意识加工，即使显著的刺激也可以以我

们不知道的方式对我们产生影响。在研究中，被试对他们行为的解释

通常不同于对他们产生作用的实际影响。

●由于不留神，影响也会无意识地发生。随着练习和重复，对社

会刺激的某些特定反应会变得自动化：我们不加思考地做出这些反

应。当我们全神贯注时，当一个固定的分类标签可被用于特定刺激

时，我们可能会对这类刺激（例如权威形象）做出不留神的反应（例

如服从）。

●我们常常无意识地对非言语行为做出反应。非言语线索可以是

副语言——例如语速、音调变化、语调——或者视觉的，例如面部表

情和肢体运动。它们引导人们形成对他人特质和情绪的印象。

●言语最能传递情绪；但是，当言语是不带感情的，或者似乎与

非言语行为相矛盾时，我们会通过非言语线索来推断情绪。此外，面

部表情能够自动地引发观察者的情绪，通常引发的情绪与传递者传递

出的情绪相同。因此，那些善于控制自己面部表情的人们也许能够控

制他人对他们自己和动机的情绪反应。

●撒谎会激发焦虑，这一焦虑可能通过那些比言语更难控制的非

言语通道泄漏。欺骗可能在姿势转换、声音颤抖和回避目光接触中表

现出来。说谎是需要认知努力的，因此欺骗同样可以在更多的犹豫、

笨拙的言辞中得以体现。我们利用这些非言语线索来觉察欺骗，但通

常为了获得可靠的觉察，我们还需要从沟通情境中获得信息。



●说服部分地依赖于从沟通者的非言语行为中推断出的沟通者特

质。通过快速、大声地说话，沟通者听上去会更加值得信任。愉快的

面部表情和频繁的目光接触能够提升受喜爱的程度。我们甚至可能被

我们自己的非言语行为影响：貌似同意的点头实际上有助于形成赞同

性的思想。

●无意识影响的一个引人注目的形式是阈下影响——通过过于微

弱以致无法被意识觉察到的刺激来引发情感和认知上的改变。关于阈

下影响的一些十分夸张的观点是没有科学支持的。但实验室研究显

示，那些闪现时间太短以致无法被看见的视觉刺激，或者被更强刺激

掩蔽从而远离了意识的视觉刺激，能够产生影响。这些刺激本身会变

得更受喜爱。此外，伴有强烈情绪或主题联想的刺激，其阈下呈现会

启动刺激的接受者，使其根据这一情绪或者主题来界定或解释稍后的

事件。然而关于这一效果是否会持续、是否会增强或者是否对行为产

生影响，都仍然未知。

●如果一种社会影响技巧依赖于欺骗、有意地压制对立面的信

息，或者破坏对其进行防御的动机或能力，那么这一技巧似乎就是不

道德的。不公开宣布的阈下刺激是欺骗性的。因为这些阈下刺激不会

被注意到，因此不能对它们进行反驳或者抵制。

问题与练习

1.找出一个当前正在大肆做广告的产品。对这一产品的各种电视

广告、广播广告和印刷品广告进行研究。广告中的哪些成分是我们可

能会有意识注意到的？什么成分可能会“悄悄溜入”并且无意识地影

响我们（例如音乐、模特或代言人的非言语行为、直觉线索）？广告

激发了何种类型的联想和条件反射？是如何激发的？



2.你的一个朋友将要去参加一个令人紧张的求职面试；在面试

时，他将接受许多个人提问，并且还会在有评论者观察的情况下与其

他面试者一起参加一个团体讨论。他清楚自己的能力，因此他并不担

心要说什么。他担心的是他将会给他人留下的非言语印象。他希望你

能够在这点上给予他帮助。请就表情、声音、肢体以及它们可能如何

参与印象形成，为他简短地上一课。为了能够创造出他所期望的最佳

印象，他要做些什么呢？

3.请描述各种发生在意识觉察之外的社会影响形式。对影响的无

意识会以什么方式给影响对象带来困扰？另一方面，请你考虑对影响

的无意识（例如不留神、自动化地运用直觉，情绪化条件反射）可能

会在其中发生作用的方式。

4.请根据本章以及前面章节中的重要观点评价这一主张：现代极

其复杂的视觉媒体已经成功地让公众更加依赖于印象、直觉线索和情

绪诉求，而这三者能够在不需要很多有意识注意的情况下就被无意识

地加工。一般而言，媒体和社会的哪些方面可能促进了这一结果？这

种促进是好还是坏？从社会层面上说，我们能做些什么来扭转局面，

从而使人们对影响进行反应时能够更加留意，着眼于实质而非形式？

5.请论证使用阈下广告来传递亲社会信息——例如反对毒品、提

倡安全性行为或者能源保护——的道德问题。有父母亲希望在自己孩

子睡觉时使用无意识的说服性信息来增强他们孩子的积极态度，使这

个毫无抵制的孩子变得更爱国、更加虔诚、能够在他做一些其他好事

的同时也清扫自己房间。请反驳出于这样善意的父母对无意识影响技

术的使用。

[1]新纪元音乐（New Age music），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出现的一种音乐形式，旨在帮助冥思和心灵

的洁净——译者注。

　　



[2]麦迪逊大街（MADISON AVENUE），美国纽约著名的大道之一，为美国广告业中心——译者注。



第8章 影响与司法制度：艰苦的

过程

抗辩模式：竞争性说服能确保法律公正吗？◆警察局：证据搜集◆法庭：说服的战场

◆合议庭◆结束语：心理学与法律

这是纽约市一个炎热的夏日夜晚，有许多人在街上闲逛以躲避他

们公寓中的闷热。当然，在这些人之中除了有晚间散步的人以外还有

大量犯罪分子，这些犯罪分子在1989年一年时间内总共犯下169407宗

各种各样危及人身安全的罪行以及121320宗入室行窃案件（The New

York Times， 3/31/90）。小杂货店因为没有防备而经常被洗劫，小

酒店也因为周末生意兴隆带来大量现金而成为洗劫目标。

今晚Quicker Liquor在这个月里第三次被抢劫了。一辆从第41街

区驶来的警察巡逻车及时抵达了现场，但是却不如我们曾在重播的

《希尔街的忧伤》（Hill Street Blues）中所看到的那样富有戏剧

性。警车抵达犯罪现场只是引发了一连串事件中的第一个事件，而在

每一个事件中都可能有影响过程在发挥作用。那么在这一进程的各个

环节中，迄今我们已经学习过的那些社会影响过程会在案件的侦破中

发挥什么重要作用呢？

●警察从目击者处获取证词。那么，警察的提问方式是否会对目

击者的记忆内容，或者他们认为自己记住的内容，产生影响呢？

●基于目击者报告和其他一些证据，警察形成了一个关于犯罪手

段、原因以及犯罪嫌疑人的推测。这一推测会否影响到警察对更多证

据的搜集以及对新证据的解释？



●一名目击者断然地在一组嫌疑人队列中指证了一名嫌疑人。尽

管感觉不太确定，但这一目击者是否会在微妙的压力下作出指证。

●嫌疑人，即现在的被告，被给予了认罪的机会。尽管认罪可能

会使他们丧失自由或者生命——有时他们甚至完全是无辜的，但是他

们是否会因为受到影响，在心理上被迫地或被哄骗而承认犯罪呢？

●为了确定是否有足够证据说明被告犯下了这一罪行，进行大陪

审团听证会。能否以特殊的方式来“打包”呈现这些证据，从而确保

大陪审团会相信对被告的起诉？

●在大陪审团起诉后，紧接着进行了保释听证会。当确定保释金

金额时，在被告是否“对社会构成明显而即刻的危险”或者被告是否

可能会在保释期间逃跑这些问题上，控辨双方的辩论会对法官产生影

响吗？

●尝试辩诉交易；控辩双方设法商议出一个协议，在这一协议中

被告以承认一个较轻的罪名来换取较轻的处罚。那么，在这一谈判中

说服与依从原则是否起作用呢？

●辩诉交易失败了，于是进行了法庭审判——我们上了法庭。控

辩双方律师呈现各自的证据，陪审团就裁决做出决定。除了证据以

外，律师的说服技巧是否也将对陪审团产生影响呢？被告、受害人以

及目击者的特征将会起怎样的作用？在合议庭评议中，依从、从众以

及说服的过程是否会发挥作用呢？

如果你对上述每一个问题都给以了肯定的回答，那么你做得很

对。社会影响的过程在解决法律案件的每个步骤中都可能对结果产生

影响。许多因素使得社会影响极有可能在司法制度中发挥作用。



首先，大多数证据都是主观的，解释性的。例如，对被告双手进

行的硝烟测试或许可以显示，我们有50％的把握说他在过去24小时之

内开过枪。这样高的几率是否足以保证更进一步的怀疑呢？如在前面

章节中所看到的，因先前信念、怀疑以及推论目标的不同，那么对这

类模糊信息的解释也将会有所不同。

第二，许多证据是言语性的，是以文字的形式存在的；因此，影

响就会卷入到此类证据中。言语陈述，包括目击者报告、列队指认和

被告认罪等，是在双向沟通的背景中进行的，而在双向沟通中，自我

归因、言语与非言语说服、从众、服从以及依从过程可能会发挥作

用。

最后，审判制度涉及抗辩模式这一事实放大了社会影响的作用；

在抗辩模式中，双方就“真相”的竞争版本和什么是“事实”的不同

观点予以调查和呈现。在真正意义上，法官与陪审团常常不得不在真

相的两种不同社会建构之间进行裁决。一边是原告；而另一方则是被

告。

因篇幅有限，我们无法涉及那些社会影响在其中发挥实质作用的

所有法律背景。但是，我们将关注于社会影响对司法决策产生影响的

一些重要方式和场所。在本章中，我们将首先探讨司法的抗辩制诉讼

如何对警察、律师、法官以及陪审团成员这些寻求事实真相的人的判

断和知觉产生影响。紧接着，我们将关注于三个关键法律背景中固有

的社会影响的可能性。我们将考察发生在警察局（在讯问目击者和嫌

疑人时）、法庭以及合议庭这三个法律背景中的社会影响。

抗辩模式：竞争性说服能确保法律公正

吗



在美国、加拿大和英国，法律案件都是在被称之为抗辩制的法律

程序这一竞争性环境中进行裁定的。在这种司法体制中有两方。一方

是原告。在地方检查官的引导以及在警察部门的帮助下，原告力图通

过排除合理的怀疑，证明被告有罪从而使被告被定罪。另一方是被

告。在辩方律师引导下，被告力图通过表明证据不可信从而获得无罪

释放。对于呈现什么证据、传召哪位目击者和专家、如何提问目击者

以及在开庭陈述和终结辩论时向法官和陪审团描述什么版本的真相，

每个律师都极具判断力。在法律和法庭规则允许范围内，控辩双方律

师操纵着证据的呈现。

抗辩制助长了有选择性和带有偏差地对证据进行收集、解释和呈

现。显然，人们寻找和呈现有利于案件的证据。此外，这一制度使说

服成了法庭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法庭的裁决可能取决于了哪一方最令

人信服——如我们在第4章所讨论的那样，不止是说了什么的问题，还

涉及到谁说的、什么时候说的、如何说的以及对谁说的。

抗辩制可能与一些欧洲大陆国家的审问制度不同。欧洲的审问制

度被称为讯问制（inquisitorial approach），它通过中立的法庭代

表来调查法律争端。在法庭上，尽管每一方可能都有律师，但首席法

官根据法院调查官预先准备好的报告来展开工作，对目击者进行提问

并控制证据的呈现。所有目击者为法庭作证，而不是为辩护双方或某

一方作证；并且在目击者出庭作证以前，反方律师无法对目击者进行

训练或者做其他预先准备（Lind，1982）。这样做的目的在于通过对

证据进行无偏见的、客观且系统的评估从而来获得真相。

乍看之下，你可能认为讯问制比抗辩制能更好地服务于司法公

正。毕竟，抗辩制迫使陪审团成员在真相的两个竞争性版本中进行选

择；而在“获胜”驱动下，这两个版本都被案件的偏差性建构所污

染。另一方面，抗辩制的竞争性实质可能会使每个人力图获胜。在讯



问式审判中，法院调查官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记忆和价值偏差的一些影

响。讯问制中的法官也是具有个人信念的人，有时同样会被那些影响

客观性的沉重政治压力和事业心所拖累。16世纪与17世纪的宗教讯问

裁决（the religious Inquisition）具有消除世界邪恶这一最好的意

图，但是在“正当的法律程序”之后，数不清的无辜民众被当作巫婆

而受到折磨和被处死。那么这种讯问裁决公正吗？

公正与偏见：一个权衡的问题

有趣的是，无论是美国人或是欧洲人，人们都认为抗辩程序

（ adver�sarial procedure ） 会 更 加 公 正 （ Lind ，  1982；

Thibault&Walker， 1975）。这一结果得到了研究的证实，这类研究

通常使被试高度卷入到一个模拟审判中，审判使用抗辩程序或是讯问

程序。研究发现，如果通过抗辩过程做出最后的裁决，那么即使是这

种模拟争端中的败诉者也不会对判决感到不满。

但是，抗辩制能够真正地对案件做出更加公平的裁决吗？这关键

取决于人们关于公平的观念。公平意味着“与事实真相完全相一致”

吗？还是公平意味着帮助弱者赢得胜利，或至少不要输得太惨吗？不

管怎样，抗辩制与讯问制两者间的最大区别似乎在于，抗辩制为缩小

一方胜过另一方的巨大优势差距提供了更多机会。

当一方的优势是基于一些非理性的先入之见时，例如陪审团成员

关于罪行存有的一些刻板信念（“毒贩子是不会被起诉的，除非警察

当场抓住他们”，“儿童是不会就性虐待撒谎的”），抗辩制是非常

有益的。我们知道，人们倾向于寻找、解释以及记忆那些能够证实他

们先前信念和假设的信息（回顾一下第6章）。在一些模拟陪审团研究

中，被试就虚构案件进行裁决；这些研究发现，当案件证据在抗辩制



中呈现而不是在讯问制中呈现时，先前信念的影响会更加微弱

（Lind， 1982）。

但是，当事实真相——而不是先入之见——有利于其中一方时，

降低这一优势的价值便值得质疑了。然而，抗辩制会助长对这一优势

的降低。一项研究发现，当使用与讯问制程序相反的抗辩制程序时，

在案例练习中被分配到了不利一方的法律系学生会更加努力地研究案

件并为他们自己一方辩论（Lind et al.， 1973）。结果，在中立的

观察者看来，原本有利于一方的案件看上去对双方一样有利，这不同

于案件的实际情况。

当案件双方的状况看上去比实际情况更加平衡时，一些危险的罪

犯有时可能会获得自由。另一方面，美国的司法制度是基于这样的假

设来运作的，即误判和非法拘禁是最糟糕的过失。通过鼓励不利一方

更加努力的尝试，抗辩制可以恰当地平衡因罪证不足而假定其无罪与

赋予法律实施者以强大调查权力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即使这种平衡可

能是不完善的。

抗辩制中十分微妙的社会心理

抗辩程序有一些令人信服的“卖点”。但是抗辩制也可能会有消

极的结果，而这样的结果可以通过对法律程序进行微调从而得以预

防。让我们看看由最近两个研究所揭示的抗辩制辩护的微妙效果。发

生了什么取决于谁在提问。在抗辩制诉讼中由原告方挑选和传唤原告

方证人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同时被告方也在做相同的事情。那么，

仅仅知道是由哪一方传唤自己出庭是否就会对证人报告的内容产生影

响呢？为了找寻这一问题的答案，加拿大一所大学的研究者让学生们

观看了一场酒吧混战的录像，而这一混战导致一个人的脑袋被酒瓶砸

伤（Vidmar&Laird，1983）。然后这些“目击者”得到了一张看上去



真实的传票，要求他们分别代表“原告R.赞普”、“被告W.亚当

斯”，或者“法庭的目击者”出庭接受提问。随后每个目击者都被单

独护送至一个秘密的“审判庭”，在那里他将起誓并且接受“审判

员”关于酒吧事件的提问。

结果是值得注意的。审判员们（研究生）听取了目击者的陈述，

同时一组独立的评价者也观看了这些陈述的录像。审判员们不知道任

何关于被试传票的实质。然而，审判员与评价者都发现，那些为原告

方作证的目击者的陈述比那些为被告方作证的目击者的陈述更具有控

告性。而为中立法庭作证的陈述则介于两者之间。因此，实验者得出

结论：“尽管处于中立角色的目击者传递了相对客观的报告，但抗辩

制中的目击者趋向于使用那些情感上不中立且不利于对方当事人的文

字或短语来描述真实事件”（Vidmar&Laird， 1983， p.895）。审判

员和评价者了解这类微妙的偏见。

有趣的是，目击者们自己可能并没有觉察到他们的目击证词是有

失偏颇的，有利于传唤他们的那一方。在提交了他们的描述以后，目

击者们就被告在何种程度上应为此事件负责而进行评价。无论目击者

是代表哪一方出庭，评价的结果与他们的证词相一致。甚至在没有意

识到的情况下，人们可能会采纳传票上写着的暗含角色的对抗性观

点：“你代表……作证”。

那么，这一问题能否避免呢？也许可以由法庭来传唤由竞争双方

当事人递交姓名的目击者——如同前面研究中的中立状况那样。这可

能会减少传票暗示所带来的非蓄意性偏见，但是，它可能无法阻止那

些指定方律师在为“自己方”建构案件真相时对目击者进行追踪提问

时所产生的偏见。

听上去有罪和听上去无辜——顷刻之间。现今警察部门通常都会

就他们对嫌疑人的审讯过程进行录像。如果他们能够确保嫌疑人认



罪，那么录像带无疑将会在法庭上很好地为原告服务。最近，一项研

究考查了从审讯录像带中获得的印象是否会受到抗辩程序中解释性偏

差的影响（Kassin et al.，1990）。被试们阅读了一个真实谋杀案件

的概要，并且观看了对案件的女被告进行审讯的录像，录像的长度为

45分钟（这一录像的使用得到了布朗士区律师事务所的许可）。在审

讯过程中，被告从头至尾都坚持她是无辜的，然而，她做了一些模棱

两可的声明。因此，她的陈述是十分含糊的。那么，这些声明会被解

释为是有罪或是无罪的证据吗？为了得到结论，研究者创设了两种条

件，这两种条件除了一点不同以外其余全都一样；惟一的不同点是：

把这一录像带作为证据引入的律师不同。在被告条件中，辩方律师引

入了录像带，他指出，可以从录像带中看出，在面对要求坦白的强大

压力下被告的陈述是前后一致的。然后播放了这一录像带，但在随后

的抗辩中，原告律师指出了被告陈述中的严重破绽。在原告的条件

中，所有事情都反了过来。原告律师引入了“有缺陷的”陈述作为有

罪的证据，然后播放录像，而被告方予以了抗辩。

如图8.1所示，由哪一方的律师引入这一录像明显影响了被试对该

被告的印象。然而，影响的方向对于两类不同被试而言有所不同。研

究者采用认知需求量表测量了被试在思考上花费时间的多少和喜欢思

考的程度，并根据被试在该量表上的得分对被试进行了分组

（Cacioppo&Petty，1982）。高认知需求的被试显现出了很强的首因

效应，无论是谁引入被告的陈述，他们都会与之分享相同的观点。如

果由被告方引入录像，被试会发现被告的陈述看上去是有道理的，被

告是无辜的。如果由原告方引入录像，他们则会认为被告的陈述是难

以信服的，被告是有罪的。相反，低认知需要的被试则刚好显示了相

反的模式——近因效应。他们的解释与最后发言的一方相同。



图8.1　法庭中的首因与近因效应依赖于谁是陪审员

警察审讯被告的录像带经由原告方（作为有罪的证据）或者被告方（作为无罪的证

据）引入。然后另一方予以驳斥。由谁引入录像带对高认知需要的陪审员产生影响

（首因效应），而低认知需要的陪审员则认同最后发言方（近因效应）。

（资料来源：Kassin， Reddy，&Tulloch， 1990.）

似乎高认知需要的个体主动形成了一个第一印象，这一印象指导

了他们后续的知觉和解释。相反，认知活动性不那么活跃的被试直到

最后才开始仔细思考，更容易受到那些最后陈述者的影响。

但是，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是：完全相同的证据具有了非常不同

的含义，而这取决于谁来将控辩双方引入到法庭审判中。在另外一种

意义上，某类特殊的证据——警察记录——应该由中立的法庭而不是

由带有偏见的抗辩双方中的任一方来引入。

在这两个抗辩制的例子中，我们首次看到影响过程如何影响到刑

事司法体系中参与者的判断和行为。让我们记着这些初步的知识，继

续前往至警察局，看看哪些社会影响因素可能会在那里发挥作用——

如同这些因素在Quicker Liquor商店的抢劫案中对案件嫌疑人逐步产

生的影响一样，而这一案件只是警察们日常处理的许多案件中的一

件。



警察局：证据搜集

在警察局中，主要获得两类极其重要的证据：目击者报告和嫌疑

人的招供。这两类证据均是通过人们的言语来描述，因此，它们强烈

地受到那些用以获得这些证据的策略和技巧的影响——无论有意还是

无意，这些策略和技巧常常受到希望尽快发现罪犯并将他定罪这一期

望的指引。

目击者的证词：我亲眼所见

目击者报告尤其重要。在许多案件中它为警方提供了惟一的真实

线索。如果目击者将一名嫌疑人辨认为犯罪者，那么这通常足以使嫌

疑人被逮捕了。的确，当案件缺乏能进行肯定指证的目击者时，案件

可能会被认为太过缺乏说服力而无法进行裁定。在法庭审判中，目击

者对嫌疑人的指证往往对陪审团非常有用。一项针对英国各类案件的

研究发现，通常在一年中，74％被宣判有罪的法庭案件其惟一的证据

就是目击者的证词（Lof�tus， 1979）。

目击者的证据非常有效，但是它是否真的可靠呢？在加利福尼亚

的一所大学中，在141名目击者面前发生了一起针对大学教授的袭击案

（Buck�hout， 1974）。在同一天中从所有目击者那里获得的证词表

现出巨大的不准确性，包括对案件持续时间平均高估了150％，对攻击

者体重高估了14％，以及对攻击者的年龄至少低估了2岁。总的来说，

在涉及攻击者的外貌、衣着和行动的测试上，目击者的回忆平均只有

25％的正确性。7周后，只有40％的目击者从6张面孔照片中辨认出了

攻击者。25％的目击者把一名被研究者安插在现场的无辜旁观者指证

为了攻击者。



在另一项研究中，在一起由研究者上演的偷窃案中，只有30％的

目击者在偷窃案件后的短短20分钟后正确地辨认出了小偷，虽然当小

偷在离目击者的几英尺远处笨拙地将装满偷来东西的袋子掉下，完全

处在目击者视野之内，在逃跑以前还直视了目击者（Leippe et al.，

1978）。一旦小偷处在人们的视野之外，那么人们就不会记住他了。

目击者记忆的不可靠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在许多基于错误

指证的误判案件上得到了证实（Loftus， 1984）。一起声名狼藉的案

件是1971年发生在特拉华州威明顿附近的“绅士大盗”抢劫案件。这

位绅士般的抢劫者常常向他的受害者道歉并且会非常友好地对待他们

——除了抢劫以外。当地报纸刊登了一幅警察基于受害者的描述而合

成的关于抢劫者面貌的素描。通过一个匿名的情报，警察得知一名天

主教牧师，神父伯纳德·帕格诺，与这幅素描极其相像。接着神父帕

格诺被逮捕，并以抢劫罪被起诉。7名受害者在法庭上指证他为抢劫

者，几乎完全基于目击者证据的定罪似乎是确定无疑的了

（Wrightsman， 1987）。牧师可能需要感谢上帝，真正的抢劫者（因

为另一罪名而被逮捕入狱）在经受了11个小时的审判后自愿承认了罪

行。



7名目击者将伯纳德·帕格诺神父（右）错认为了罗纳德·克劳塞（左），被称为

“绅士大盗”的真正持枪抢劫者。在克劳塞露面之前，帕格诺神父几乎已经被宣告

有罪了。（UPI/Bettmann Newsphotos）

有许多因素导致了这一错误指证。这里，我们感兴趣的是，作为

目击者报告中错误的潜在根源的社会影响方面。记忆是一个主动建构

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曾经看到或听到的内容可能会与我们已有

的其他记忆和期望以及稍后他人通过提问或暗示传递给我们的信息整

合在一起。记忆包括3个独立阶段，曲解和偏见可能存在于其中每一阶

段。信息首先必须被编码（即被转译成为可存储的形式或者代码），

然后编码后的信息以特殊的格式被存储，最后它必须能够在某种提取

线索的帮助下重新被提取。

我们信赖记忆的程度，或按照记忆行动的意愿程度，同样可能会

受到社会压力的影响。因此，警察审讯者常常能够通过他们审问的方

式来影响目击者关于记忆的报告。让我们来看看这一影响是如何发生

的。

你引向哪里，我将随之而至。认知心理学家伊莉莎白·洛夫特斯

（Eliza�beth Loftus）所做的大量实验研究证明，提问方式中的一

些微妙特征可以扭曲目击者对曾经所见内容的报告。她的研究小组常

用的研究范式是，首先让被试观看重要现场（用幻灯片或者录像来呈

现）。然后研究者就现场的一些细节向被试提问。研究者系统化地变

化问题的措辞，或者他们通过扭曲一些细节来误导被试，考察被试所

报告的记忆内容是否融合了这些被暗示的错误细节。

在一系列的研究中，被试观看了一组描述一起行人—轿车碰撞事

故的幻灯片（Loftus et al.， 1978）。在这一系列幻灯片中，被试

会看到黄色的退让标志处有一辆轿车（一辆红色的达特桑）。在观看

了幻灯片后，研究者要求被试回答许多问题，其中包括一个关键问



题。控制组的被试被问到当红色的达特桑停在退让标志处时是否有另

外一辆车从它旁边驶过。对偏差回忆组被试提了相同的问题，除问题

中含有一条误导信息外：退让标志被替换为了停止标志。稍后，当要

求被试辨认哪些幻灯片是他们刚才看过的片子时，绝大多数被误导的

被试选择了显示达特桑停在停车标志旁的幻灯片。包含在问题中的言

语信息似乎已经被整合到了被误导组被试的视觉记忆中。

由上述少许措辞对记忆进行的显著控制，想一想可能以多种形式

出现在警察问讯中的诱导性提问。在调查犯罪时，警察（十分自然

地）会就发生的事情形成推测并且推断一些“一定已经发生”的事

情。对目击者的提问转而可能会将这一推理暗示为一个事实。如果有

多个目击者，警察可能会将第一个目击者告诉自己的内容（“抢劫者

的手臂上有一个文字刺青”）整合到对第二个目击者的提问中（“你

看见抢劫犯的刺青写的什么了吗？”）。请注意，提问第二个目击者

的问题假设了有刺青的存在。这种多目击者的状况可能同样包含了规

范性从众压力（“根据其他两个目击者……”）。当然，你可能会想

到通过由不同警察对每个目击者进行问讯从而来更好地为司法利益服

务。

提问中准确而且似乎是无辜的线索可能同样具有暗示性并且能够

改变记忆。想象一个男货车司机和一个男舞蹈家的形象。谁会更重

呢？当研究者要求学生们描述一个演讲中在讲台上闲适漫步的陌生人

时，若学生们在询问中被告知这个人是货车司机时，对他体重的估计

平均为172磅；而当被告知这个人是一个舞蹈家时，估计的体重平均值

则为159磅（Chris�tiaansen et al.， 1983）。此外，如果提问者

将这个陌生人描述为“男性”，那么对他年龄的平均估计为27岁，而

当陌生人被描述为“青年男性”时，对年龄的估计则降低为了24岁左

右。（顺便提一下，这个陌生人19岁，体重140磅）。棍棒石头可能会

打断你的骨头，但是一个放置得当的字词却能够将你束缚住。



请指证。暗示除了有塑造言语回忆的能力外，它还能够影响到对

面孔的识别，影响到信任朦胧的熟悉感的意愿。将嫌疑人“带回警察

局”标志着警察案件调查工作的重要进展。他把案件推进到传讯与起

诉这一步骤——目击者的肯定性指证。因此，警察变得非常愿意去获

取目击者对嫌疑人的肯定性指证。

除非警察非常小心，否则这一动机可能会演变为一种增加错误指

证危险性的影响行为。一个相当明显的偏差行为就是集合一组差异很

大的嫌疑人队列。理想状况是一组嫌疑人队列的阵容应该包括嫌疑人

和其他许多无辜的人（陪衬者），这些陪衬者的外貌应与目击者对犯

罪者的描述非常相似（Luss&Wells， 1991）。然而这一规则不时地受

到破坏，嫌疑人总是成为队列中特别引人注目的对象（见图8.2）。在

威斯康星州的一起案件中，受害者报告说是一名黑人犯下的罪行。警

察集合了一个队列，该队列包含了1名黑人嫌疑人和5名白人；并且一

开始警察就询问受害者是否有哪一名男性的相貌与犯罪者相似

（Ellison&Buckhout， 1981）。

影响的一个更为微妙的形式是使用带有偏差的队列指证指导语。

通过信心十足地说罪犯就这一队列中，或者通过让目击者说“指出面

前这6人中谁犯下了罪行”——而没有明确地提供一个“以上都不是”

的选择——警察向已经乐于合作的目击者施加了多种形式的影响。他

们暗示这其中有一个是嫌疑人，并且这一嫌疑人可能的罪行得到了专

家收集到的大量证据的支持。甚至除了这一推论以外，带有偏差的指

导语使目击者不太可能拒绝整个队列（即在整个队列没有一个人可指

证）。一些目击者甚至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可以有选择；而其他目击

者则可能不愿意就此进行深究。最后，在由一个著名权威人物（一位

警官或者侦探）所掌控的不熟悉背景中，一些目击者（尽管有很大的

不确定性）可能会服从警官含蓄的命令，就像米尔格拉姆实验中的情



形那样，尽管有相当的不确定性但仍然选择了队列中看上去最熟悉的

那个人。

图8.2

当嫌疑人队列中的陪衬者与对嫌疑人的描述不相似时，就会增加错误指证的危险

性。

带有偏差的指导语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增加错误指证的危险性呢？

来看一个著名研究。在这一研究中，在目击了研究者蓄意安排的野蛮

行为后，目击者被引导相信，这一野蛮行为的肇事者肯定是5人队列中

的一员（有偏差指导语），或者肇事者“可能”会在其中（无偏差指

导语）（Malpass&Devine， 1981）。实际上，这一队列中并不包括破

坏者。然而，在有偏差指导语条件中，78％的被试将这一嫌疑人队列

中的一名无辜者指证为了破坏者。相反，在无偏差指导语条件中，只

有33％的目击者这样做。有偏差指导语这种令人担心的虚报效应，在

一项目击者认为他们真正在为一名真警察指证一名真实小偷的研究中

也得到了重复验证（Hosch et al.， 1984）。

警察有许多权力，但不是无限的，法律要求警察为目击者明确地

提供“无法决定”或者“他们中一个都不是”的这类选择。在指证

时，嫌疑人同样被允许可有自己的律师在场。（你是否有能够很快就



被召来的私人律师？我们没有，并且大多数人可能都没有）。无论如

何，这些规定从影响的角度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开端。

信心的促进者。你是否认为对自己记忆有信心的目击者可能会比

那些对自己记忆有所迟疑和不确定的目击者更加准确？这听上去很有

道理，不是吗？然而，关于目击者研究的一个重要且令人吃惊的发现

却是准确性与信心之间通常只有很弱的关联（Deffenbacher， 1980；

Wells&Murray，1984）。不准确的目击者往往与那些准确的目击者拥

有同样的自信。那些影响记忆的因素似乎不同于影响“对记忆的信

心”的因素。此外，人们可能并没有觉察到记忆或者信心的改变，或

者说没有觉察到导致那些改变的因素（Leippe， 1980）。正如我们在

前一章中所见，那些引起有意思考的心理加工过程可以无意识地发

生。其结果可能导致记忆与信心的分道扬镳。

让我们考虑一下这种心理状态的后果。在没有改善目击者对某些

关键事件或关键人物记忆的状况下，某些审讯步骤可能增强了对目击

者信心的支持。例如，我们已经学习过自我归因和认知不协调（在第3

章中），那么你是否会感到惊讶，当目击者被有偏差的队列指证指导

语巧妙地引入选择中后，可能变得对其嫌疑人队列选择结果更加有信

心？一旦做出选择，尤其是做出一个可能将某人送入监狱的重要选

择，那么决策后的认知不协调感将会有所降低。由于基本归因错误，

有偏差指导语对自由的约束效果可能会被忽视：我们过低估计了那些

在外部情境中起作用的力量却又过高估计了内部力量，在这一情形

中，内部力量即是我们关于自己记忆准确性的信念。

重复提问可能同样会增强信心。在警察的审讯中，一名目击者可

能会被多次提问。而重复提问的确会导致回忆总量的增多

（Scrivner&Safer，1988）。但是，由于个体对其证词的不断公开承

诺，他对自己记忆准确性的信心可能也会无端地逐步增强（Leippe，



1980）。更糟糕的是，目击者在第一次讯问中由警察的鼓励而做出的

猜测或者由警察的暗示而插入的“缺失片段”，可能会在第二次讯问

中被目击者当作自己目睹的一部分内容而自信地“被回忆起来”

（Hastie et al.， 1978；Loftus et al.， 1978）。最安全和最能

提供信息的警察办案程序应该是首先让目击者进行自由的叙述，目击

者在完全不被打扰的情况下讲述他所知道的情况。然后，警察再提出

更有针对性的问题，但要避免把警察所怀疑的细节“硬塞”到目击者

的嘴里，要把“我不知道”这一答案作为目击者回答的备选项。进一

步的提问必须遵守相同的规则并且在必要时才进行。

这一节讨论的主要问题是目击者报告。尽管目击者报告对警察办

案程序不可或缺，但却非常容易受到人际影响的制约。我们应该采用

将这种影响最小化的程序——尤其是因为（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

样）陪审团往往过于信任自信的目击者的证言。但是，现在让我们先

来考虑一下针对另一目标——嫌疑人——的可避免的影响。

什么是朋友间的一个小小坦白

“尊敬的陛下，”流氓说道，“这不是我写的，他们无法证明是我干的，而且这份东

西的最后也没有署名。”“如果你没有签名，”国王说道，“那么情况将更严重。你肯定怀

有恶意，否则你肯定就会像一个诚实的人那样签下你的名字。”

路易斯·卡罗尔，《爱丽丝漫游仙境》

1964年，纽约市，在经受了警察的长时间审讯后，小乔治·惠特

莫尔就谋杀两名社交名流给出了长达61页的招供。但稍后他却被证明

了是无辜的。当一个人知道可能会以失去生命为代价时，他如何能够

被迫承认这样的罪行呢？如果这种情况经常发生的话，我们必然在使

用一整套强有力的改变态度和行为的技巧。实际上，在经过一段时间

的警察审讯后，80％的被提审嫌疑人会认罪。有趣的是，当允许警察



使用身体虐待来严刑逼供时，可能达到相同的“成功”水平，当然，

严刑逼供后来已经被法律所禁止了。显然，一些心理策略可能会与身

体虐待一样有效。

近期的一项研究确认了350例发生在美国的将无罪者宣判为死罪的

审判不公事件。在这些案件中，有49例案件的定罪主要基于假供，而

这些假供全都是强迫威胁导致的（Bedau&Radelet， 1987）。一项关

于4例残忍谋杀案或重大盗窃案的无辜嫌疑人假供案例的研究显示，招

供是惟一连接犯罪与嫌疑人的证据（Ofshe， 1990）。

并非所有的招供都是审讯策略的直接结果；辩诉交易（plea

bargain�ing）常常包含有对较小罪行的招供，以期获得一个更轻宣

判。然而，警察例行公事般地鼓励嫌疑人坦白。而那些稍后因被告否

认指控而被撤回的有争议招供可能在法庭审判案件中占到20％

（Kalven&Zeisel， 1966；Wrightsman， 1987）。

如同目击者报告，招供是警察从一个人嘴里“挖出来的”。如同

对目击者的讯问，讯问嫌疑人的技巧没有经过系统化的研究，而是常

年累月的反复尝试和警察的个人实践经验的结果。这是一系列十分复

杂的技巧，其中的大多数已经被收录进了警察手册，被警察部门用于

培训中（例如，In�bau et al.， 1986；Inbau&Reid， 1962；

Mulbar， 1951）。这些手册所提供的一般技巧摘录如下：

如果某人……具有实用心理学的通俗知识，并使用推销员的技巧，那么他可能成功地

深入到一个人的大脑中，获得他想要的真相（Mulbar， 1951）。

……应征侦探职位的候选人参加为期6周的强化课程，该课程强调对囚犯的讯问。绝

大多数的侦探都基于本能和经验拥有必要的心理学知识，善于利用人类弱点。因此，他们能

够使囚犯开口（Michael Murphy， former New York Police Commissioner， quoted

in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7，1963）。



简言之，有关讯问策略的主要教材把对引诱招供概述为社会影响

的一种绝技，这种绝技推测，犯罪嫌疑人是被“说服”而坦白的

（Inbau et al.， 1986）。那么警察手册向受训的审讯者所吹捧的引

诱招供又意味着什么呢？它依赖于什么影响原则呢？让我们来看一下

那些经验丰富的审讯者们所常用的几类主要技巧（来自对许多侦探手

册所进行的仔细的内容分析，以及由津巴多于1971年对一些警局侦探

们所进行的访谈）。

为了促进这一信息的影响以及你关于这一信息的记忆，我们希望

你能想象你就是嫌疑人。你因为一项你知道自己并没有做过的犯罪行

为而被逮捕；但是你没有不在场的有力证明，而且你是这起犯罪中警

察们能够逮捕到的惟一嫌疑人。

心理环境的控制。手册建议审讯者应该与嫌疑人单独在一起，并

且以物理上接近的位置站或坐在他身边。通过一些小的姿势来建立权

威性，例如禁止吸烟，告诉嫌疑人坐在哪里，或者提供一杯水。讯问

应该在嫌疑人不熟悉的环境中进行，由此来摧毁熟悉事物为嫌疑人所

提供的心理支持。房间内应该只有很少的家具并且没有分心物。不应

有嫌疑人可以乱动的物体（例如回形针）或者使嫌疑人想起与外界生

活联系的物体（例如电话）。

通过这些苛刻的安排，我们能够辨认出许多对行为产生影响的力

量。审讯者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在自己地盘上活动的权威角色。结果，

“服从权威”的直觉可能会发生在嫌疑人身上。同样，审讯者无疑控

制了所有的奖赏：用于解渴的饮料，吸烟的许可，从不舒适的房间中

得到开释。随着时间的慢慢流逝，这些都变成了促使嫌疑人招供的强

大诱因。因为自我分心物被剥夺，所以信息重复将是不断且不可避免

的。因缺乏关于社会支持的提醒，抗辩以及其他形式的心理与言语抵

抗受到阻碍，并随着焦虑和疲劳的渐增将变得更加困难。



知觉和判断扭曲的技巧。审讯者鼓励认知重构，就像在从众与服

从的实验室研究中出现的认知重构那样。他们会将犯罪的严重性降至

最低，允许嫌疑人可以暂时体面地离开，或者利用相反策略来极力夸

大犯罪的严重性。在第一种情况中，审讯者暗示嫌疑人其轻率之举不

是太过严重，因为有成千上万的人做出了同样的行为。或者审讯者可

以转而指责嫌疑人所处的境遇（例如环境或者嫌疑人的弱点）。这些

暗示可能通过使嫌疑人感到自己不那么有罪或不那么可耻，从而迫使

其招供。在此，我们能够发现对比效应的应用。同样，通过鼓励情境

归因或者使嫌疑人觉得这一行为或多或少是正常的（“嘿，要知道任

何一个正常人都可能会因为那个荡妇的投怀送抱而兴奋起来”），嫌

疑人可能会受到引导从而期待自己的招供可能会得到理解和宽大处

理。

相反的一种扭曲——即比嫌疑人认为的更加糟糕——利用恐惧来

诱发坦白，可能通过无耻的对事实的虚假呈现而达到。审讯者可能虚

假地宣称掌握了一些犯罪证据，使嫌疑人感到“彻底完了”。或者审

讯者可能会十分巧妙地“虚张声势”，假装说正在隔壁房间被单独审

讯的一个同谋刚刚已经坦白了。猜猜他已经背叛了谁——当然是你

了。因此现在轮到你来报复这一背叛了。

移情的错觉。有不少策略可以使囚犯愿意信任审讯者。恭维的话

以及一些小的好处（例如提供一杯咖啡，一杯水，或一支香烟）可能

被用来促进好感。更加老练的方法则是采用“马特和杰夫”[1]计策。

两名审讯者协力展开工作，马特，一个残酷无情的审讯者，而杰夫则

是一个有家室的好心男人，并且他的一个兄弟可能曾经处在相似的困

境中。杰夫不断地告诉马特让囚犯休息一下，并且对马特感到十分生

气。最终马特离开了审讯室，然后杰夫吐露说他也讨厌马特的做法，

但是他建议，嫌疑人惟一的希望就是告诉事情真相，尽快与好心的杰



夫合作。同时，他们两人将一起向马特的上级投诉马特。愤怒的嫌疑

人与杰夫站在了同一战线，相信了他的话——却出卖了自己的自由。

鼓励对罪行的自我归因。另一项技术显示了审讯专家对情绪的自

我归因的直觉领会。为了使囚犯感到高度焦虑——也有可能是罪恶感

——审讯者指出他们行为举止中的有罪迹象。注意力全指向了脖子上

颈动脉的搏动、喉结的运动、口渴、不安的四肢以及“内部的一种古

怪感受”，这些迹象都反映出了一种混乱的意识状态（Inbau et

al.， 1986）。

测谎仪的支持：科学的谎言。我们有了谎言探测器，或者说是测

谎仪。谎言探测器就是测量生理唤醒——例如，心率的改变，皮肤电

活动（出汗），以及呼吸——的机器。说谎会让我们紧张（见第7

章），而紧张可以通过增强的唤醒表现出来。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可用

来评估说谎，但是谎言探测器测试的基本方法是，当嫌疑人回答与犯

罪行为有关的问题——尤其是直接讯问他是否犯下这一罪行（“你是

否强奸了艾丽丝·布朗？”）或者谈到警察所知的犯罪行为的部分细

节（“你是否威胁说要杀了她？”）——时，看嫌疑人是否显示出了

不同寻常的唤醒增强。其假设是，相对那些非关键的“准绳问题”，

当就上述关键问题撒谎时，嫌疑人可能会显示出更强的唤醒。

那么，谎言探测器是否探测到了谎言呢？在要求被试先犯下一个

“罪行”然后对自己的罪行加以否认的实验室研究中，平均而言，在

大约3/4的案件中测谎仪的测试揭露了他们的“罪行”（Kircher et

al.， 1988）。而在“无辜”被试中，约2/3的人被查明是“无辜

的”。对于不是通过测谎仪的形式而确认了嫌疑人是否有罪或无罪的

一些真实犯罪案件中，确认的平均准确率大致相同（Saxe et al.，

1985）。但如果你在头脑中做一个简单的数学计算，那么你会注意到



这些测试具有显著的错误率，将无辜的人定为有罪而有罪的人却定为

无辜。

一般而言，测谎仪得出的结论比纯粹的猜测要强。然而，当涉及

到刑事司法时，我们谈论的是一个个的个案——是你——而非一般

人。因此，关于谎言探测器还有更多的内容可说。谎言探测器的失效

表现在对罪犯的误读。你可以使自己的肌肉紧张、抓耳挠腮或坐立不

安，以此创设出一种增强了的恒定唤醒状态，而这一唤醒使讯问所导

致的生理改变难以被觉察（Saxe et al.， 1985）。更糟糕的是，

“罪行的揭露”主要存在于那些相信测谎仪有效性的人中间（Saxe et

al.， 1985）。不相信测谎仪的人其谎言更难被发现。因此，警察可

能需要竭尽全力使嫌疑人相信谎言探测器是十分有效的，他们常常通

过表演在扑克游戏中作弊的方式来证明测谎仪神奇的探测功能。有时

警察只是通过威胁说将会使用谎言探测器，从而就能促使嫌疑人坦

白。（“如果你有罪的话，你还是早点承认好。反正，测谎仪将会查

明真相。”）在最后的分析中，谎言探测器的测试并没有准确到可以

使我们信赖的地步，不能以此来决定一个嫌疑人有罪或无罪，它最终

的功能通常就只是充当了另一个强大的情境性“道具”，从而迫使嫌

疑人招供。

因为拥有大量的影响武器，所以警察能成功诱发招供；对此，人

们一点也不会惊讶。然而，对于大量的法官和陪审团成员而言，审讯

室中的说服力量并非那么直观明了。由于人们假设陪审团成员通常能

够确定招供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因此有争议的招供通常仍然被接纳

为一项证据。但是，有关基本归因错误——人们如何低估了行为的情

境原因，尤其是言语陈述——的研究证据，对这一假设提出了质疑。

当问题在于什么导致了嫌疑人招供时，谁更加可靠，是侦探还是为了

自己生命而战的嫌疑人？此外，模拟审判的研究表明，相对那些通过

惩罚威胁而诱发的招供，陪审团成员会更加重视那些经由积极心理策



略（例如宽大处理的允诺）而诱发的招供（Kassin&Wrightsman，

1980；1981）。人们通常相信，惩罚是一个比奖励更强大的“诱因”

（Wells， 1980）。但是，使用与“铁拳头”相反的“外柔内刚”的

技巧，至少会同样成功地逼迫嫌疑人进行非自愿的坦白——甚至可能

会比惩罚更为有效。这一点是不是非常具有讽刺意味呢？

通过对心理环境进行几乎完全的控制而获得的强迫招供，存在着

道德伦理上的问题。实际上有证据显示，起诉几乎不需要把招供作为

“确凿”证据的一个补充（Zimbardo， 1971）。因此，用以获取招供

的策略可能完全没必要。

法庭：说服的战场

如果确实存在说服背景的话，那么法庭审判就是这个说服背景。

当你想到一场审判时，首先进入你头脑的是什么呢？你是否看到一个

律师在审判席前来回地踱步，以时而激昂时而低沉的声音演讲，恳求

认真专注的陪审团驳回有罪的裁决？出庭辩护律师无疑就是一个说服

性沟通者，其目标就在于使受众（陪审团或者法官）采纳对一个态度

客体（被告）的一个特定信念（有罪或者无罪）。为了对这一信念产

生影响，律师必须影响方方面面的态度和知觉——对被告、对支持和

反对的目击者、对犯罪事件、对物证、对犯罪现场等的态度和知觉。

然而，不同于广播和电视广告中的沟通者、政治演讲以及推销说

辞，出庭的辩护律师必然要应对两种额外的现实：与对手的当场竞

争；对他人——他的证人——表现的依赖。法庭是一个有两方决斗者

的说服战场，无数的士兵参与了言语的战争。这使说服过程变得复杂

化。



审判中的出庭辩护律师

关于出庭辩护律师所使用的说服技巧有大量内容可写。我们试图

就心理学已有的研究和相关的律师知识做一个详细阐述。

陈述顺序及其作用。通过第5章的学习我们已经了解到，如果在

两条对立信息呈现和态度测量之间存在一个延迟时，第一条信息占有

说服优势（首因效应）。为了使第二条信息获得说服优势（近因效

应），它的呈现时间必须与第一条信息的呈现时间有一定的间隔，同

时必须在第二条信息呈现之后立刻进行态度的测量。如果这些条件都

没有满足，例如在审判中对立观点的呈现几乎没有任何延迟而是轮流

进行，那么顺序效应基本上不可能出现。这很幸运，因为在审判中，

均由原告方来进行最初和最后的陈述。原告方进行开庭陈述，然后被

告方紧随其后。在听取了所有证据后，由原告方进行终结辩论，而被

告方则紧随其后进行自己的总结，然后原告方被允许可以进行反驳

——原告方的总结。

尽管这一相当不均衡的安排可能一般不会有偏差，但是特殊境况

确实会增加顺序效应的可能性。例如，原告方的总结可能会给证据十

分确凿的案件提供一个轻微、但却是决定性的助推；或者是被告方可

能会有一个难以被反驳的强有力总结。出庭辩护律师路易斯·耐瑟

（Louis Nizer）在他的著作《我的法庭生涯》中描写了他如何通过使

用我们在第6章中已经见过的多种预先警告以及接种技术来抵挡近因效

应。他还以恭维话、请求帮助以及假装的共识（即他的对手是一个不

可靠的人）作为补充策略：

在我按照要求首先进行总结时，我竭力使陪审团做好准备，以便于他们不会受到我的

对手的哄骗。我提醒陪审团注意我的对手将做辩论的最后发言，而我将不被允许进行回击。

我告诉他们，我必须依赖他们的回忆来纠正我的对手在紧随我发言中可能会做出的任何错误

陈述。我必须依靠他们有鉴别力的判断来抵制任何的错误论证。然后，在我继续为我自己的

案件建构论据时，我预见了我的对手的论点。我公布了他的口号并且尝试击毁它们，请求陪



审团成员在聆听此类诡辩时成为我的守卫者，并且把这一诡辩当作对他们智慧的侮辱而将其

拒绝（p.434）。

作为审判的另一端，审判开始时，如果被告没有采取措施来消除

这一优势的话，原告能够在证据确凿的案件中享有首因优势。而在对

含糊不清的案件的模拟审判中，当原告做了一个滔滔不绝的开庭陈述

时 ， 首 因 效 应 —— 更 加 有 罪 的 判 断 —— 出 现 了

（Pyszczynski&Wrightsman， 1981）。当证据确实不明确时，经由详

细的开庭陈述而在陪审员头脑中形成的推测或框架似乎能够持续地使

陪审员对证据进行有偏差的解释。

把你自己想象成一个陪审员（你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被审讯的嫌

疑人了）。什么将能够说服你？你想要发现什么？随着审判的进行，

陪审员们了解“故事情节”，或说逻辑连贯的故事的情节。从这些情

节 中 ， 他 们 就 发 生 了 什 么 形 成 了 “ 他 们 自 己 的 推 测 ”

（Pennington&Hastie， 1986）。那么律师的工作就是确保陪审员听

到——并且相信了——他自己的故事。

原告方通常通过概述针对被告的“州法院判例”来开场。（“我

们打算证明……是被告做了这一……而这是有罪的”。）被告方所不

愿做的是，紧随着作一个同样的简短开庭陈述，或者直到原告展示了

其证据和证人后才可以开始做自己的开庭陈述。模拟审判的研究发

现，当被告做此类选择时，他们给陪审员留下了更强烈的有罪印象

（Pyszczynski&Wrightsman，1981；Wells et al.， 1985）。除非在

你开始研究证据之前，被告向你和陪审员提供了一个关于案件的合理

假说或者对证据的期待，否则你可能无意间被你惟一拥有的假说——

原告的假说——引导了你对证据的考虑。结论陈述。当律师呈现她的

案件时——引入证据，传唤并提问目击者等等——律师应当“让证据

不言而喻”或总结证据并且清楚地陈述她的结论吗？对说服的研究表

明 ， 除 非 陪 审 团 格 外 聪 明 ， 否 则 就 应 该 形 成 明 确 的 结 论



（Hovland&Mandell， 1952；Weiss&Steenbock， 1965）。律师们似

乎经常遵循这一建议，陈述他们希望陪审团能得出的结论

（Saks&Hastie，1978）。虽然世事皆有两面，但是让受众自己得出结

论具有很大的风险。

将其结合起来。审判实用手册推荐，律师在呈现他们的证据时，

应该辅之以生动的听觉、视觉和嗅觉（“有味的证据”）（例如

Keeton， 1973）。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合理的建议。想一

想演讲，其滔滔不绝的言语与审判中的状况很像。即使在你状态最佳

的日子里，你可能也难以对演讲者那冗长的、连续的言语流保持注

意。在课堂活动中，电影与演示都是受欢迎的变化。与法庭审判单调

的言语背景相对照，大多数由非言语呈现的证据——一段关键对话的

录音、一张身体受到伤害的放大照片、在黑板上画出的一个简单流程

图——将十分引人注目。如我们所知，知觉上显著的刺激能够主导归

因。它们同样可能在陪审团评议时更好地被陪审员记住（Reyes et

al.， 1980）。优秀的出庭辩护律师会让自己的证据能够更好地被人

记住：吸引住人们的眼睛、耳朵或者鼻子。

言辞大战。视听设备是必要的，有时还是获取注意的关键；但

是，归根结底法庭还是一个语言的战场。言辞既可以是引人注目的，

也可以被人忽略。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那些能够用言辞更加生

动地“描绘出”他们关于案件的观点的律师，通常能够在更多官司中

获胜。研究指出，在实际案件中，获胜的原告方比那些失败的原告方

演讲时间更长，并且进行了更多的断言性的陈述（Andrews，

1984）。正如我们所知，“谁拥有控制权”的印象自然导致了“谁知

道更多”的归因（见第3章），以上这一结果并不太让人吃惊。

在法庭的言辞大战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律师与证人席上证人之间

的互动。法律心理研究者迈克尔·萨科斯和里德·黑斯蒂（Michael



Saks&Reid Hastie， 1978）指出，“律师的许多理由都是经由目击者

的嘴被传递出来的。律师则是在运用相当多的影响来控制目击者说什

么”（p.114）。审判实用手册清楚地说明了许多用来塑造目击者言语

行为的策略。一个通常的建议是，给己方的目击者以“空间”，使其

能顺利地对己方律师的问题给出清楚明白的叙述性答案——其答案应

当传递出这样一种印象，即目击者是肯定且自信的，而律师足够相信

目击者以至于放弃了对他的控制（O�Barr， 1982）。叙述性的风格

听上去应该如下：

问题：那么，在他出现在商店之前，你是否还有其他的顾客？

叙述性回答：嗯，是的，有顾客光顾过商店，但是在9点以后店里除了我以外就再没

有其他人了。我和我妹妹乔治娅在电话上聊了大概20分钟。我一直在和我妹妹通电话，直到

大约9点20时才有人走进商店，而进来的那个人就是他，约翰·巴恩斯。尽管如此，我仍然在

通电话。而他径直走了进来。（O�Barr， 1982， p.145）

请注意这些冗长且未被打断的语言。现在将这一叙述性风格的言

语与片断式风格的言语进行对比。律师们常被建议要经常打断对方证

人，要求对方证人只需回答所提问的问题，“鼓励”对方证人使用片

断式的言语。

片断式的回答：嗯，是的，有客人光顾过商店，但是在9点钟以后店里除了我以外就

再没有其他人了。

问题：你那时在做什么？

回答：我在和我妹妹乔治娅通电话。

问题：那么电话通了多长时间？

回答：大概，嗯，接近20分钟。

问题：……等等。（O�Barr， 1982， p.139）

哪一位目击者的回答听上去更好呢？在一项研究中，人类学家威

廉·奥巴（William O�Barr）及其同事将具有叙述性风格或片断性风

格的律师—证人的交流呈现给被试（Lind et al.， 1978）。研究发

现，相对于片断式的交流风格，当交流是叙述性的并且证人是一名男



性时，证人被认为是更称职的，而律师则被判断为能更好地理解证人

证言——这证实了一些优秀法学家的预感。然而有趣的是，当目击者

是一名女性时，片断式的风格并没有对她的印象造成相反的影响。奥

巴推测，对于那些持有女性是不够自信不够坚决的这一陈旧刻板印象

的人来说，他们期待女性具有片断式的交流。

“无力的言辞”也是不恰当的证词。“无力的言辞”是一种说话

的风格，它涉及许多模棱两可的言语（例如“我有点不舒服”），礼

貌用语（例如“麻烦您能够说话声音大一些吗？”），反义疑问句

（例如，“约翰在家，不是吗？”，而不是“约翰在家吗？”），以

及空洞的形容词（例如可爱的、值得敬仰的）。相对那些说话更加

“有力”的人，具有无力言辞风格的目击者被评定为更加无法使人信

服，能力更弱以及更加不值得信任；这一结果显然是因为无力的言辞

传达了低下的社会地位信息（Erickson et al.， 1978；O�Barr，
1982）。出庭辩护律师常常训练他们的目击者更加肯定地说话，去掉

那些不适宜的、模棱两可的话以及不必要的形容词。

旨在获得预期回答的诱导性提问以及对问题进行仔细排列和时机

安排——这些都是成功的出庭辩护律师的基本素养，尤其是在他们交

互讯问目击者时。我们已经看到，诱导性提问巧妙地暗示了问题的答

案或有争议的事实的提问，都能对记忆的报告产生影响。基于这一基

本原则，律师能够使证人说出，或听似说出他们在回答直接提问时决

不会承认的事情。

李·贝利（F. Lee Bailey）是一位著名的出庭辩护律师，他的著

名客户包括波士顿杀人王（Boston Strangler）和帕蒂·赫斯特

（Patty Hearst）；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交互讯问的小片断。在这一

交互讯问中，一项持枪抢劫案的受害者—证人陷入了圈套中，用贝利

自己的话来说，受害者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当被挟持时，他非常紧



张，以至于他的知觉和记忆变得不清晰。到此为止，证人坚持认为恐

惧并没有妨碍他对罪犯的记忆。我们下面摘录的片断中，证人正在澄

清留给警方的陈述与被告实际外表之间的差异。

目击者：这就是对我和警察说话时的最清晰记忆。

对方的律师：在案发后不到1小时，是吗？那时你的记忆还很清晰。

目击者：是的，但是我那时很紧张。

对方的律师：你的紧张可能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了你向警察的陈述，不是吗？

目击者：是的。

对方的律师：但是毫无疑问，先生，当你在警察局的一个明亮房间里与警察坐在一块

儿时，你不会为你的生命安危感到担心，是吗？

目击者：不会，我只是有点紧张。

对方的律师：但是先生，毫无疑问的是在你被抢劫的那几秒钟内你一定会比你与警察

谈话时要更加紧张——不是吗？

目击者：：我都很紧张。

对方的律师：但在被劫持的过程中会更加紧张，对吧？

目击者：可能是。（Bailey， 1985， p.153）

对方的律师利用证人对一项事实的承认继而强迫他必然具有逻辑

性地承认了更加重要的另一个事实。当然，证人要么撤回他初期的证

言使自己看上去是一个反复无常、不诚实的人，要么陷入律师设置的

富于逻辑性的陷阱中。无论选择哪一个，他都失败了。

与逻辑陷阱相近的是自我归因的心理逻辑陷阱（Saks&Hastie，

1978）。如果证人不承认某种情绪、动机或者特质，那么他可能将被

诱导做出自我陈述，而他自己将会根据这些陈述来推断自我特征。让

我们看看对一名抱怨考试分数不应那么差的学生进行的“交互讯

问”。然后，想一想如何将这一方法应用到法庭中。

教授：你的确没有怎么花费精力来准备这次考试，不是吗？



学生：不是的。我努力过。只是这一考试难得有点过分了。

教授：在考试的前一晚，我听到你对约翰说你与女朋友去看了一场电影，不是吗？

学生：是的，我是去了。但是……

教授：在周一，也就是考试的两天前，你是不是把所有的指定章节都看完了呢？

学生：没有。

教授：你最后有阅读完所有东西，并且复习过吗？

学生：是的，我读完了每样东西，并且复习过一次。

教授：对于你最难的一门课程，复习一次就够了吗？

学生：不够。

教授：那么，你说你自己的行为是不是暗示你在我的这门课上并没有全力以赴？

学生：是的，可能我并没有尽全力。（自言自语：这个教授难道是律师吗？）

教授：那么，似乎你可以说这次考试对于那些认真复习的人来说尽管很难，但却是公

平的，而对于那些没有认真复习的人来说则会感觉不公平并且很难。

学生：我猜是这样的。很抱歉打扰了您。在事情变得更糟糕以前我还是离开这儿吧。

鉴别证人

我们在前面指出，目击者的记忆常常是不可信的，并且很容易受

到提问的影响。在感慨目击者证词可能是多么拙劣的时候，出庭律师

李·贝利（1985）还谈及这样一种恼人的观点：“陪审团成员对目击

者的证词十分相信，却不知道对这些错误的目击者证词的认同会比陪

审团所犯的其他各种错误更加糟糕，会把更多无辜的人送进监狱”

（p.148）。事实上，贝利认为对指证证人的怀疑“是每个出庭辩护律

师都不得不做的一件最困难、最麻烦，也最危险、最让人讨厌的事

情”（p.145）。

就对目击者证词的反应而进行的研究提供了与贝利这一令人不快

的观点相一致的结果，即陪审团成员过高估计了目击者的准确性

（Brigham&Bothwell， 1983）。在阅读了一个关于持枪抢劫的法庭案

件的摘要后，当原告没有提供目击者时，研究中的模拟陪审员投票裁



定被告有罪的比率为18％，但是当呈现了目击者——案件的惟一增加

物——时，裁定有罪的比率上升到了72％（Loftus， 1974）。

让我们降低目击者的可信度，看看会发生什么情况。一名研究者

通过将目击者描述为严重近视，并且在目击抢劫过程时没有戴眼镜，

从而来降低了目击者的可信。那么裁定有罪的比率下降了多少呢？只

是下降到了68％（Loftus， 1974）。

在一些对目击证词的反应而进行的研究中，人们使用了两阶段程

序。在第一阶段中，作为目击者的被试观察了一出研究者安排的“犯

罪”，然后给出目击者报告，并进行了针对嫌疑犯的列队指认。在第

二阶段，作为陪审员的被试观看了这些目击者对记忆进行报告的录

像，并且猜测这些报告的准确性。这些作为陪审员的被试把错误辨认

判断为准确辨认的比率高得惊人（Wells et al.， 1979；Lindsay et

al.， 1981）。即使人们质疑自己能够正确再认出只见过一面的面孔

的能力，他们也仍会将这种怀疑在研究者面前很好地隐藏起来。

自信的样子。你如何才能确定自己是否相信单凭记忆而给出的报

告呢？你可能会去核查许多的事情。那些似乎具有内部一致性的报告

可能会更容易令人信服（Leippe et al.， 1990）。更加详细的报告

同样会更加令人信赖，即使当细节都是一些琐事时。模拟审判中，当

一名店铺抢劫案的目击者报告说抢劫案的一名旁观者买了奶球糖果和

健怡可乐，而不是简单地说“一些物品”时，模拟审判中的陪审员们

更倾向于接受目击者的陈述（Bell&Loftus， 1989）。

但是，如果非要我们指出最可能影响你关于他人记忆准确性的信

念的一个变量，那么这个变量就是个体表现出的自信或确定性的程

度。在一项两阶段模拟犯罪的研究中，目击者看上去越自信，那么作

为陪审员的被试就越倾向于认为目击者对罪犯有着清楚而准确的回忆

（Wells et al.， 1979；Leippet et al.， 1990）。这看上去很有



道理。最高法院甚至已经把“证词中表现出的信心”作为陪审员们判

断法庭证词的一个指标（Neil v. Biggers，1972）。

即便事实确实如此，也绝非仅此而已。正如我们早先曾提到的，

信心和准确性之间只有很微弱的关联。然而，当赌注只不过是被告的

自由时，自信（或不确定性）的样子是如此令人信赖，以至于它能够

轻易地决定对目击者证词的信任（或不信任）。出庭辩护律师非常清

楚这一点，他们毫无例外地建议，甚至训练他们的证人在证人席上表

现出自信的举止。他们也事先向证人简要地介绍他们可能会遇到的对

抗性交互讯问。你认为这种事先简介的效果何在呢？无论准确与否，

证人“使他们自己做好了精神准备”，并且在证人席上表现出了更强

的信心（Wells et al.， 1981）。

自信的破坏者。然而，请别忘记了另一方。优秀的反方律师能够

通过“动摇目击者的信心”，把自信的说服力量转变成为自己的优

势。可是，请等一下，想一想归因原则。如果反方律师的策略很明

显，或者她看上去像一个欺凌弱小的人，那么陪审员将会把目击者缺

乏自信的证词归因于反方律师，而不会归因于目击者的糟糕记忆。因

此，借用西方恶女巫（《奥兹王国》结尾部分）的话来说，“这些事

情必须做得很巧妙”。当然，我们已经熟悉其中一种方法了。反方律

师能够（并且常常）以足够快的步调来提问，从而迫使目击者形成一

种片断式的说话风格，这种风格可能让目击者看上去不仅无法胜任并

且还十分犹豫和缺乏自信。第二种方法是引入对糟糕记忆的自我知

觉。就细枝末节的东西进行提问，促使目击者作出足够多的“我想不

起来”的回答，从而可能使目击者开始质疑他自己的记忆。这种自我

怀疑将会表现出来，并且会适时地被法官和陪审团注意到。

使清晰的记忆显得糟糕。再三地无法回忆起细节，会引起陪审员

怀疑其记忆出错——我们前面见过的“更多细节意味着清晰记忆”这



一直觉的反面。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对细枝末节的回忆可能会成为关

于重要证词（如罪犯的面部识别）准确性的非常糟糕的线索。想想下

面的情况：一位目击者在同一时间内只能注意到一件事情，因此她对

罪犯的关注越多，那么她对四周背景的关注时间就会越少。由此可以

推断，那些对罪犯面孔有更好记忆的目击者对外周细节只可能有更差

的记忆。这正是一项模拟犯罪研究所发现的结果（Wells&Leippe，

1981）。

但是，更有趣的是，当就一些不重要的外围细节，十分残忍地交

互讯问作为目击者的被试时，被试所传递出的印象。那些对这些细节

有最差记忆的目击者在这种煎熬下看上去十分糟糕，而那些作为陪审

员的被试在观看了交互讯问后，认为这类目击者凭记忆而给出的报告

——包括目击者们的列队指认结果——是不能信赖的。实际上，相对

那些对细枝末节的事情有清楚记忆的目击者，陪审员更加不信任这类

目击者的列队指认结果。这一现象是确实存在的，即使那些对细节拥

有糟糕记忆的目击者实际上最能够在列队指认中正确辨认出犯人（见

图8.3）。在此，我们有一个误用经验判断记忆可信性的清晰案例。



图8.3　对琐碎细节的记忆具有误导性

一起偷窃案的目击者在嫌疑人队列中进行了准确或者不准确的指证。然后律师就他

们的记忆对他们进行了交互讯问，在有些讯问中包括了对琐碎细节的盘问。那些观

看了不含琐碎细节盘问的被试（被试扮演陪审员）对指证不准确目击者的信赖程度

与对指证准确目击者的信赖程度相同。而那些观看了对目击者进行琐碎细节盘问的

被试则更加相信不准确的指证。有更好面孔记忆的目击者对周围环境（琐碎细节）

的记忆会更糟糕，并且这一糟糕记忆在交互讯问中表现了出来。

（资料来源：Wells&Leippe， 1981. Copyright 1981 by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dapted by permission.）

准确判断的不准确性。我们已经就凭记忆进行报告的准确性进行

正确判断的拙劣能力，描绘了一幅暗淡的图景。陪审员（可能再加上

警察审讯者）依赖于通常无效的直觉线索，例如自信和对一些细枝末



节的记忆。能否做一些事情来改善这一状况呢？人们可能从未就对记

忆的判断形成高超技巧。毕竟，我们倾向于相信我们自己的记忆，即

使这些记忆充满了瑕疵。在准确记忆报告和不准确记忆报告之间可能

只有很小差异，而那些确实存在的差异可能只是刚刚能够被他人察觉

到。

尽管如此，还是有可能进行一些改进。认知心理学家已经证实，

在对真实记忆的报告与人们按要求想象的报告之间存在系统的差异；

此外，其他人可能可以通过训练而注意到这些差异（Johnson&Raye，

1981；Schoo�ler et al.， 1986）。例如，关于真实记忆的报告传

递了更加丰富的感觉意象。尽管我们已经看到，观察目击者对交互讯

问问题的反应，可能会迫使自己对没有被讯问到的记忆方面产生不适

当的推论，但是它能够增加对交互讯问特别涉及到的那些记忆方面进

行探查的准确性（Turtle&Wells，1988）。

合议庭

现在我们进入了本章的最后一个主题，陪审员的评议。陪审团是

我们这个社会中司法民主的最终象征。在电影与电视中，陪审团常常

是审判的高潮：英雄般的律师那才华横溢的辩护以及充满激情的总结

是否说服了陪审团，从而宣告那无辜的被告无罪？陪审团是否会将邪

恶的犯罪头领投入“监狱”？

陪审团通常由12个公民组成，他们有2项关联很高的任务。首先，

他们必须聆听在法庭上呈现的证据，并且对其进行评估。其次，他们

必须与其他的陪审员交流他们自己的印象，以期就罪行达成一致意

见。在他们的第一项任务中，陪审员成为了众多影响尝试的目标，我

们已经对其中一些影响尝试进行了探讨。然而一旦进入了合议庭，陪



审员就既是人际影响的源头又是人际影响的目标——是组成含有各种

观点与讨论的影响环境的活跃成分，而这些观点与讨论有望形成一个

裁决。

大多数情况下，裁决都能很快形成。在美国95％的审判都能形成

裁决，而陪审员相互商讨的时间通常少于2小时（Kalven&Zeisel，

1966）。此外，多数陪审团的裁决对证据十分敏感（Saks&Hastie，

1978；Visher，1987）。被告可能外表很有魅力，或者怪异的受害者

可能难以相处。然而，实验室模拟研究和对真实法庭案件的回顾发

现，这类偏差性因素通常是被法律认可的证据所排斥的，只要这些被

采信的证据是清楚的。

知道有时证据能够控制推论和归纳是令人鼓舞的。那么从影响的

角度来说，这是否就意味着陪审团评议是一件令人厌倦的事呢？答案

是否定的。首先，在大多数时间里，这是一件关于12个人如何能够成

功地形成基本可靠结论的事。其次，存在证据非常混杂这样一种情

境。这正是心理活动发挥作用的场所。它也正是如前一节所讨论过

的，律师和目击者行为等因素会渗透到陪审员判断的缺口处。

大多数情况下的多数决定原则

在1957年的影片《十二怒汉》（Twelve Angry Men）中，11名陪

审员很快就断定一名男孩是谋杀了他父亲的罪犯。而由亨利·方达扮

演的陪审员则为宣判这个男孩无罪而拖延时间；为此他忍受了针对他

个人的、要求其“醒悟”的群体压力，群体压力甚至演变为对他的敌

意，我们在第2章中已经讨论过这种群体压力。但是最后，这位得不到

任何支持的勇敢者最终改变了其余的人，从而使被告免于绞刑。这是

一种常见情节吗？尽管也曾听说过，但是这类由单个持不同意见的陪

审员所带来的说服性影响是极端罕见的。最为常见的情况是，当陪审



员们开始评议时，最后的裁决通常是多数陪审员所赞同的意见，特别

是由超过三分之二的陪审员构成了多数派时（Davis， 1980；

Kalven&Zeisel， 1966）。这一多数—支配关系与我们前面谈到的观

点——被认可的审讯证据的权重通常是决定性的——是一致的。如果

12名陪审员中有10名在评议前的第一次投票中认为被告无罪，那么被

告的证据可能会比原告的证据显得更加有说服力。

但是，多数派如何经常能够达到目的呢？根据对前任陪审员们的

调查，以及在模拟审判中研究者对模拟陪审员们对话的记录，当少数

派发现他们在人数上处于劣势时，他们不会立刻放弃（Stasser et

al.， 1982）。实际上，他们一定会通过社会影响的过程争取获胜。

回想一下，我们曾在第2章中区分了影响的两种形式：信息性影响，在

这种影响中人们采纳他人的行为或态度是因为他们发觉其他人拥有更

多、更有效的信息；规范性影响，在这其中人们从众或服从是为了保

持和谐的社会关系。在陪审团的评议中，这两种影响过程均有可能发

挥作用。

人越多，论据越充足。首先来看看信息性影响。在评议中，每个

陪审员呈现他们对案件的个人意见及其论据。假设有10名陪审员赞同

有罪的裁决，而其余的2名却相信存在足够合理的疑点能够宣告被告无

罪。那么多数派的10名成员是否全都呈现了相同的论据呢？可能不

是。每个支持有罪的陪审员可能会贡献出他自己关于证据的一套观

点，可能会添加其他人没有记住的一些信息。当然，那两个坚持无罪

的陪审员可能也有其他一些单独的论据。但是，每个少数派成员只有

一套新的支持性论据，而同时他们必须要逐一地反抗10套相反的论

据。在此说服情境中，包含数量更多的合理论据的信息会引发态度改

变。而这种信息通常正是多数派所拥有的。



踌躇就是失败。规范性影响可能源于少数派“为获取社会认可和

避免社会非难而进行的自私尝试”（Stasser et al.， 1982）。当多

数派成员的沉着说服尝试无法影响持有异议的少数派时，多数派成员

就会变得不高兴，他们的沟通就会变得暗含拒绝、嫌恶和怀疑的味道

（见第2章）。能忍受这种持续性社会压力冲击的通常只有那些勇敢、

十分坚定并且几乎是英雄式的人物。规范性压力可能还在另一层面上

起作用（Stasser et al.， 1982）。陪审团的目标在于形成裁决。如

果不能形成裁决，如果陪审团变得犹豫不决，那么它必然无法达到这

一目标。这就会对司法产生阻碍——并且，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还浪

费了每个人的时间，当然，被告除外。因此，为避免这一失败而达到

社会所期望的群体目标，可能会迫使许多少数派成员变得逐渐能够接

纳多数派的观点。

作为一个需要做一些说服工作的陪审团成员，你会向那些反对你

的人诉求信息性影响或规范性影响吗？这必然与你的个性风格有关。

你可能是一个说教者或者是一个追求“事实真相”的人。然而除了特

有的风格以外，案件本身可能也决定了你使用社会影响的何种主要成

分。在一项研究中，模拟陪审员们以6人为一组阅读了一例民事案件，

这例民事案件涉及一个设计有缺陷的熔炉爆炸时所导致的伤害；然后

他们进行评议（Kaplan&Miller， 1987）。陪审员们被告知，另一个

陪审团已经达成了一个不利于被告（熔炉制造厂家）但有利于原告

（受伤的物主）的裁决。现在陪审员们的任务是就伤害赔偿金达成一

致意见。一半的陪审员倾向于采用补偿性赔偿，即向原告赔偿因被告

的疏忽而导致的实际损失。而另一半陪审员则倾向于采用惩罚性赔

偿，判处超过补偿的金额，旨在惩戒原告以及阻止其他类似轻率事件

的发生。

请注意，补偿性赔偿的判决或多或少包含了对事实的调查。这一

不幸的事故给原告带来了多大的损失？相反，惩罚性赔偿的判决则会



更加具有主观性和批判性；它反映出了社会价值（支持或反对商品交

易）和道德责任感等等。考虑到这些不同，我们认为，在前一种情形

（补偿性赔偿）中可能有更多信息性说服（陈述事实）的尝试，而在

后一种情形（惩罚性赔偿）中则可能更多的是规范性压力（道德）。

而这正是研究者在研究陪审员的评议内容时所发现的结果。面对基于

事实的决策（补偿性赔偿），陪审员会在他们的大多数陈述中求助于

事实和证据（“仅医院账单数目就足够庞大了”），而面对基于价值

的决策（惩罚性赔偿）时，陪审员们大多常常做出暗示了社会认可和

社会指责的陈述（“……是错误的”，“做多数人认可的事情是正确

的”）（见图8.4）。一般而言，我们可以预期，多数派关注于任何能

把他人争取到“自己立场”的“压力点”。

群体极化。前一个例子提示我们，陪审团的决策并不总是关于有

罪或无罪的二分选择。陪审员们同样会进行定量决策分析。在民事诉

讼中，陪审团需要决定赔偿的金额。在刑事诉讼中，陪审团需要决定

被告所犯何罪，如果有罪的话。通常可供选择的办法是根据犯罪的严

重性和相应惩罚措施进行排序：例如，过失杀人者（有期徒刑），二

级谋杀罪（更长的有期徒刑），一级谋杀罪（终生监禁或者死刑）。

研究显示，在这些情况下，从第一次投票到最后一次投票，陪审团十

分有可能在判决上变得更加极端。多数派本身可能会发生改变——朝

着更加极端的方向。于是，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发生

了。



图8.4　问题与影响的匹配

当模拟陪审员必须决定一起民事案件中就实际损失而应赔偿原告多少赔偿金时，他

们在评议中主要通过求助于案件的事实（信息性影响）来互相影响。当他们必须决

定惩罚性赔偿的金额以惩戒过错方时，陪审员在评议中主要求助于价值观和道德观

（规范性影响）。当陪审员面临一种要求达到全体一致性决策的压力（而不是仅仅

过半数票）时，这些趋势就更加强烈。

（资料来源：Kaplan&Miller， 1987. Copyright 1987 by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dapted by permission.）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现象，让我们简要地回顾一下在不涉及侵权

或伤害的背景下，群体如何随时间流逝而变得更加极端，然后再来讨

论陪审团背景下的群体极化。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关于商业决策的

一些研究（Stoner， 1961）最早发现了群体极化；随后，在其他一些

要求被试向处于两难困境中的个体或行业提供建议的研究中，也证实

了极化的存在（My�ers&Lamm， 1976）。例如，查理是否应该辞掉那

份安定舒适但却没有前途的工作，去开始那份他一直想要从事的职业

呢？被试阅读了相关背景信息，然后分别私下预测在做出改变之前查

理至少需要获得多大的成功概率。所需的概率越低，他们鼓励查理去

接受挑战的风险就越大。然后，被试聚集到一组中，来讨论查理的困

境；讨论完成后，他们将再次表达他们对做出改变所需最小概率的观

点。

典型的研究结果可总结如下：如果最初每个群体成员都倾向于赞

同冒险行为（“查理，大胆地去尝试，即使你只有30％的成功机

会”），那么群体讨论将会使他们倾向于持更加冒险的态度（“查

理，大胆地去尝试，即使你只有20％的成功机会”）。如果最初的趋

势是倾向于持谨慎态度（“你最好有70％的把握”），那么讨论将会

使他们更加谨慎（“要有80％的把握”）。群体讨论使群体朝着最初

的倾向做了更近一步的推进。

在态度问题上也发现了相同结果。那些最初只有一点喜爱自己总

统的法国学生在进行了关于总统的讨论后变得更加喜欢他，而他们最

初对美国人的厌恶经过讨论同样得到了增强（Moscovici&Zavalloni，

1969）。

为什么会发生群体极化呢？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如果所有的

群体成员关于事件的观点全都偏向一个方面，那么在讨论过程中他们

所 表 达 的 观 念 和 论 证 同 样 会 是 有 利 于 那 一 方 面 的



（Burnstein&Vinokur， 1973）。那些因为出于两个原因而喜欢某物

的个体，在聆听了其他人的观点后可能会有5个好的理由——信息性影

响再次出现了。其次，许多人会以比人均水平表现得更加极端——当

然沿正确的方向——为荣。显出些许极端使人看上去很独特，一种通

常令人向往的品质。当在群体中相互交换意见时，个体获悉自己不那

么显著地极端，因此他们提高自己的极端水平以期引人注目（Brown，

1965；Goethals&Zanna， 1979）。你可以将这归结为规范性影响的一

个特例，在这其中，那些想在一个特定群体背景中从相似他人中显得

与众不同的人，必须要以更加极端的方式来行事，如果不是本质上有

所不同的话。

群体极化会发生在陪审员中间吗？似乎会的。在一项研究中，模

拟陪审员们就一些包含了不利于被告的强有力证据或薄弱证据的交通

案件进行评议。当案件证据薄弱时，陪审员们进行评议时会倾向于

“无罪”，而在评议的过程中会变得更进一步地确信被告无辜。而当

案件证据强有力时，陪审员们最初“有罪”的倾向在评议过程中同样

会变得更加强烈（Myers&Kaplan， 1976）。

群体极化的倾向使一些玩忽职守案件和人身伤害案件的巨额赔偿

金不再那么令人惊讶。对受到永久性伤害的原告持同情心的强健多数

派，在讨论为惩罚有过失的医生或公司并为向其他潜在过错方传递预

警信息而应判处多少罚金时，步步逼进。这就是多数派规则——以绝

非温和的方式解决问题。

多数派在大多数的陪审团决策中都会获胜；并且大多数的陪审团

决策主要都基于可接受的证据的权重。但是，还有其他的陪审团决

策。这些裁决有时候会依赖一个不相关的因素或者一个错误的社会心

理过程。有时，仅仅一名或者为数不多的几名陪审员就能够对评议施

以不合比例的控制。通常，当案件双方势均力敌或者案件具有一些不



同寻常的特点时，将会发生这些特殊的影响。首先，让我们看看少数

派如何在有些时候影响群体裁决。然后，在最后部分，我们将探讨超

出法律权限的（非证据的）影响。

少数派偶然的力量

慈悲宽厚的倾向。当陪审团最初平均分成两半，6个人赞同有罪

的裁决而另6个人赞同无罪的裁决，那么会发生什么呢？多数情况下，

裁决将会判为无罪，这反映了被称为慈悲宽厚偏差（leniency bias）

的现象（Davis et al.， 1981；MacCoun&Kerr， 1988；Tindale et

al.， 1990）。实际上，即使当陪审员们最初以7比5的比例赞同有罪

的裁决时，通常最后会还以宣告被告无罪而结束（Stasser et al.，

1982）。为什么呢？支持无罪的那一小派系通常会拥有更多有影响力

的论证吗？事实上，的确如此。首先，在证实有罪之前，美国法律均

是在假设无罪的情况下运作的，并且它要求原告在排除合理疑问的情

况下证明被告有罪。如果相当数量的陪审员均赞同无罪，那么显然存

有一些疑问了。而所有这些陪审员们必须要做的就是使其余陪审员相

信他们的疑问是合理的。同时，赞同有罪裁决的那一派必然会怀疑所

有的疑问——一项艰难的任务。他们可能还会考虑到，赞同无罪裁决

的陪审员们可能会指出错误定罪所带来的可怕风险——剥夺了一个无

辜个体的自由。而由5到6个人构成的少数派能够相对容易地使支持有

罪裁决的陪审员相信，错误定罪所带来的风险比释放一个有罪之人更

加可怕（Stasser et al.， 1982）。

坚持的回报。少数派常常拥有影响的潜力，即使它只是一个规模

非常小的少数派并且并非支持无罪裁决。社会心理学家花费了数十年

的时间来证明“人数”在创造从众压力上的“功效”，而最近他们开

始研究持不同意见的“少数人”是否存在能够影响群体决策的“力



量”。当然，结果是这种力量是存在的——但是它需要这部分人自由

地表达意见并且坚持。

现在让我们告诉你为什么。如果考查一下多数派对人类行为的影

响方式，我们会发现，多数派决定原则中的大多数过程都是充分地基

于直觉加工。未作太多思考的个体会采用“不可能每个人都错”这一

经验规则，接受由“几乎所有的人”构成的那部分人所提供的信息。

这是一种信息性影响，但是它只涉及肤浅的思考。多数派同样拥有巨

大的规范性力量；被“非常重要的人”拒绝将是灾难性的；面对这样

的前景，人们可能会不加思索地服从。多数派的这些特点表明，除非

存在明显的反对，否则在由多数派影响而形成的决策中，群体中的个

体可能并没有运用完整的系统思考技巧。

成为自由表达意见的少数派意味着，在面对一定程度的多数派压

力情况下，沉着地表达自己的不同观点，并且坚持自己的观点。这无

疑会使人们开始思考，并且作更深程度的思考。（“嘿，这一问题可

能比我原来的想法要更加复杂一些。可能这几个奇怪的家伙看到了我

没有注意到的一些东西。”）在群体决策许多领域内的研究的确已经

发现了这一点。相对于没有少数派意见的情况，当少数派坚持自己的

判断时，群体在总体上倾向于得到更富有思想和更具创造性的决策

（Moscovici， 1980；Nemeth， 1986）。少数派的异议似乎刺激人们

对正在考虑中的问题进行复议，并且鼓励群体多角度地探讨问题从而

进行更发散的思维加工。少数派可能不会获胜——它甚至可能是错误

的——但是它有可能产生迫使多数派对有关信息“留心地”进行加工

这一有益效果（Langer， 1989）。近期研究表明，相对于面对多数派

观点或者不一致的少数派观点，被试在面对具有一致性的少数派观点

时能够更好地回忆出相关信息（Nemeth et al.， 1990）。坚持你的

信念，但是要找到能与你共享观点的战友。即使你不能够说服群体接



受你的观点，至少你能够使他们最后的决策更具思想性、具有更高的

质量。

鉴于这些结论，亨利·方达在《十二怒汉》中的角色显得更加可

信。但是就陪审团而言，少数派仅仅坚持不懈地表示反对是不够的。

还有3种品质是必需的：少数派必须看上去是自信的，它必须避免表现

得严厉且独断，同时它必须拥有社会影响的技能。这些品质完美地体

现在了一名陪审员身上，在水门事件时期著名的米切尔�斯坦斯阴谋

案审判中，该陪审员的影响使多数派中三分之二的人从支持有罪的裁

决转而同意无罪的裁决。

约翰·米切尔与莫里斯·斯坦斯是当时的总统理查德·尼克松

1972年二度竟选班子的主席和财务主管，他们分别被指控合谋阻碍了

对一名主要竞选捐助人的联邦调查。根据陪审员们的回忆，在评议开

始时，12名陪审员中只有4名赞同无罪裁决（Zeisel&Diamond，

1976）。安德鲁·乔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一位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一家

大银行的副总裁。在长达10周的审判中，乔以关切和友好的态度对待

其他陪审员。当评议开始时，他十分从容地宣称他自己确信米切尔和

斯坦斯是无辜的。当时，他始终如一地、自信并且清楚地为他自己的

少数派立场辩护。乔是所有陪审员中教育程度最高并且最为成功的一

员；而这些品质也提高了他的可信度。最后，他改变了整个陪审团。

裁决是无罪——毫无异议的。关于乔这位杰出的陪审员，心理学家劳

伦斯·赖茨曼（Lawrence Wrightsman， 1987）总结说：“他，也只

有他，似乎才是导致多数派从有罪裁决转变为无罪裁决的动因”

（p.224）。

本不应产生影响的事物确实发挥了影响



由于在法庭和合议庭中有如此多的信息和参与者，陪审团的决策

总有可能会受到一些理论上不相关的因素的影响。这类因素被认为是

“超出法律权限的”因素，因为它们处在法律证据和程序的领域之

外。正如我们曾经指出，如果超出法律权限的因素的确对陪审员产生

影响，那么这种影响主要就发生在证据不十分清晰的时候。让我们简

要地考查一下其中的两个变量。

不被承认的证据。我们在电视上都曾观看过法庭片，在这些电视

剧中，法官指出陪审团忽视证人的一个陈述或者律师呈现的一条证据

——由于其在法律上是不被承认的。但是，你可能已经问过你自己：

“拜托！他们怎么可能忽视掉自己看到过或者听到过的内容呢，更别

说是遗忘了？”你是对的，他们确实不能。模拟审判的研究表明，不

被接受的证据会对陪审团决策产生影响，甚至可能会比被接受的证据

产生更大的影响（Sue et al.，1973；Wolf&Montgomery， 1977）。

通过驳回证据，法官唤起了对法律证据的注意，将其凸显了出来；因

此在陪审员们为了随后的提取而对大量审判信息进行编码时，赋予了

该证据一个特别的记忆标签。法官可能也会唤起逆反心理：陪审员们

可能会感到他们考虑所有证据重要性的自由受到约束，他们可能通过

赋予不被接受的证据比其实际应得的权重更大的权重来做出回应（见

第5章）。

并非所有陪审员都是平等的。2个或3个陪审员常常控制了整个评

议。如果我们能够信赖那些非常真实而且投入的模拟陪审员，并以真

实陪审员的回忆为补充，那么在大多数由12人组成的陪审团中，似乎

超过半数的谈论是由3名陪审员所进行的，而有三名陪审员则完全没有

发言（Stasser et al.，  1982，  1989；Strodtbeck et al.，

1957）。事实上，参与的这种不均匀性在所有类型的小群体互动中都

很明显（Bales， 1958）。在陪审团中，允许偶尔的一个安德鲁·乔

（或者亨利·方达）——单独一人——基本上“单枪匹马地”对裁决



产生影响。这也意味着一个或者少数几个陪审员的独特偏见能够支配

裁决。

为了增加你在评议中拥有更大决定权的机会，你必须当选为首席

陪审员。这并不那么难：首先发言，首先被提名，或仅仅是自愿。作

出选择；那就足够使你当选了。为了把握选举，如果评议台是矩形

的，坐在“权力上座”处——评议台尾部或前部。即使坐在那里没有

使你当选首席陪审员，你也能够通过非言语互动施加额外的影响。坐

在评议台尾部的个体能够被其他所有人看见，并且能够在与他们说话

时和他们每个人进行目光接触。因此，毫不奇怪，坐在尾部的陪审员

既能发起又能接收到绝大多数的沟通行为（Strodtbeck&Hook，

1961）。然而，这一关系的部分原因应归于这一事实，即那些已有控

制经验的陪审员们（例如，经理和企业家）会首先选择评议台尾部的

座位。你可能会说，某些人能够将权力安置在不同位置上。

简言之，我们这里的要点是，这种可能性总是存在的，即一个陪

审团的裁决反映了对陪审团施加非凡影响的少数几名陪审员的偏差和

倾向。对于那些不明确的、有多种解释的案件，这种可能性的发生机

会更大。

陪审团遴选：能够对陪审团进行“秘密的事先运作”吗？仅仅少

数几名陪审员可能左右裁决这一事实引发了由陪审团遴选施加影响的

这一问题。在审判前的陪审员选举听证会上，允许案件的双方律师对

潜在陪审员进行提问。如果有任何一位律师感觉一名潜在陪审员可能

预先就倾向于反对他的当事人或者案件，那么这位律师可以拒绝将这

个人纳入陪审团。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律师们在这一被称为陪审团

遴选的过程中对谁能进入陪审团拥有发言权。精明的律师是否能够通

过选择受众——通过“预先秘密地选出”对他的诉因持同情心的人组

成陪审团——从而获得影响上的优势呢？



当然，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分辨出具有某些特质和背景的陪审员，

这些特质和背景使陪审员可能会倾向于一个特定裁决。例如，那些拥

有刻板且独裁观点的人可能会倾向于认为一名受人尊重但被控犯有杀

人罪的警官有罪（Mitchell， 1979）。政治上持自由主义观点的陪审

员们可能有的偏差是，赞同对被控为煽动暴乱的反政府示威者宣判无

罪。研究显示，如果在陪审团中拥有与你特质相似的人，那么在一些

案件中你那一方的战线可能会占有优势（Horowitz，  1980；

Wrightsman， 1987）。然而，你的对方律师也会竭尽全力去选择“合

适的”陪审员。你们的努力可能会相互抵消。此外，凭直觉去获知哪

种类型的人可能会对哪一方持有同情，并非一件容易的事。这些因素

都限制了律师们自主地选择特别偏袒己方的陪审员的可能性。

科学的陪审团遴选法可能或多或少会更佳。这种科学的遴选法就

是由一些社会科学家们所提供的咨询服务。他们调查拥有不同背景和

特质的人，讯问他们关于将要开庭的案件的意见。通过所获得的这些

反应，他们发掘出与律师们想要的裁决有关的特质，建议律师们去选

择具有那些特质的人为陪审员（Schulman et al.， 1973）。

即便律师们使用了科学的方法，但受陪审团遴选影响的案件数量

可能仍然不多。除非案件双方是势均力敌的，否则判决将受到可靠证

据的权重的支配。不管陪审员的背景、特质和偏见如何，大多数陪审

员仍是以证据作为他们决策的主要向导。

结束语：心理学与法律

司法系统由处理人们争端的规则和程序所构成。争端的处理可能

是一起犯罪或一起民事诉讼，涉及一系列的决策，而所有的决策则都

是由人做出的关于人的决策（Ebbesen&Konecni， 1982）。他们的决



策、推论和判断受到大量认知偏差的影响，我们也都不可避免地受到

这些认知偏差的影响：尽管人们常常对直觉的准确性很有信心并且拥

有良好的意图，但是直觉是易犯错误的，并且常常是错误的

（Tversky&Kahneman， 1974）。争端是变幻无穷的，通常涉及主观的

证据，而不是不争的事实。抗辩程序确保决策者不得不应对至少来自

于两方面的说服论证。因此，抗辩程序理论上是一个法律问题，但在

实践中却是一个法律心理问题（psycho�legal issue）。

总而言之，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已经为你着想，向你递交了社

会科学方面的丰富证据，这些证据证实了一些常识性的观念，也挑战

了其他的一些观念，并且（希望）使你对社会影响在哪些地方以及如

何在法律程序的每个阶段彰显自己——有时是好的，有时是坏的——

有了一个新的洞察。在下一章即最后一章中，我们将会把关注点延伸

至日常生活的某些领域，在这些领域中态度改变和社会影响会发挥作

用——并且可能为我们所用，以促进我们的健康并提升我们的幸福

感。

小结

我们对社会影响过程如何在司法制度中起作用的分析集中在三个

主要刑事司法的领域：警察局，法庭，以及合议庭。

●因为证据是主观的而且通常是言语性质的，因为英美司法体系

的抗辩制性质，所以社会影响是很普遍的。双方为调查和辩论不同版

本的真相而竞争。

●人们认为，抗辩制诉讼会比欧洲不偏不倚、由法庭执行调查的

讯问制诉讼更加公正。可能是因为抗辩制诉讼激发了双方“获胜”的

愿望，从而成功地降低了某一方的巨大优势——无论这一优势值得与



否。抗辩制程序能够导致知觉偏差和解释偏差。目击者因受不同方的

传唤而会给出不同的证词；因引入方的不同，相同的证据可能会得以

完全不同的解释。

●目击者报告和指证可能非常不准确，部分原因可能是记忆会受

到社会影响的作用，以及在刑事司法制度中一些人对记忆准确性报以

了不恰当的信任。讯问中的误导性信息或暗示性信息可以被很好地整

合进目击者的记忆中，并且稍后被当作是目击事件的一部分而被回忆

出来。在列队指认中，不公平的列队（在这其中没有任何人长得像嫌

疑人）以及带有偏差的指导语（指导语强烈地暗示某一指证是被期待

的或被要求的）可能会导致人们根据糟糕的记忆来行动，从而增加了

错误指证的比率。做出选择或者重复回答可能增强个体对记忆的信

心，但是它们并没有改善记忆本身。

●嫌疑人的招供是第二类非常容易受到社会操纵影响的言语证

据。嫌疑人在警察审讯中招供的比例很高，其中包括一些无辜者的假

供。为了获得招供，警察使用了大量社会影响的技巧。他们利用自身

的能力去控制和扭曲心理环境，从而击垮嫌疑人的防御或操纵他们的

知觉。

●利用谎言探测器进行的威胁也被用来逼迫招供。通常来说，测

谎仪得出的结果是不可信赖的；它们有显著的错误率，会被“击

败”，然而，对于那些相信测谎仪的嫌疑人来说，测谎仪则能更好地

发挥效力（安慰剂效应）。

●法庭是一个说服的战场。研究表明，只要双方传递出了适宜的

开庭陈述和总结陈词，那么首因效应或近因效应可能就不会出现。出

庭辩护律师被建议，明确地陈述结论，包括辅之以生动的视听手段，

并且运用更多断言式的陈述来做长篇宏论。



●目击者留给陪审员的印象也极其重要。通过训练和诱导式提

问，律师能够通过塑造目击者的印象而给己方带来优势。流畅的叙述

性陈述以及不模棱两可的、较少限定词的且强有力的断言式风格，能

够提升知觉到的目击者的可信性。

●目击者证词倾向于被陪审员过度地信任，特别是那些逻辑连贯

的、详细的，以及（最重要是）被自信地陈述的证词。陪审员和其他

实情调查者特别倚重自信和对细节的记忆，但是自信和对细节的记忆

却是准确性的糟糕指标，并且容易被提问所操纵。

●陪审团常常很快就做出裁决。通常，证据的效力决定了裁决，

但是当证据不明确时，超出法律权限的因素可能会发生作用。通过信

息性影响（说服）和规范性影响（社会接纳措施），多数派常常在陪

审团评议中获胜。信息性影响和规范性影响还作为了引发群体极化的

媒介，随评议的继续而增加极端性（朝着陪审员们最初倾向的方

向）。

●然而，少数派能够战胜多数派——有时候。当人数较多的少数

派赞同无罪裁决时，它可能会动摇多数派。这是由对误判的正常厌恶

而形成的慈悲宽厚倾向所带来的结果。更一般的情况是，即使人数较

少，畅所欲言和坚持己见的少数派也能够促使整个群体对证据进行更

多的思考，从而形成一个更好的决策。

●在双方势均力敌的案件中，存在着超出法律权限的（非证据

性）事件对陪审员产生影响的可能性。例如，那些被认为是“不被承

认的”证据，常常能够产生影响。因为群体讨论通常只被少数几个参

与者所控制，所以一个单独的陪审员可能会产生过度的影响，或者律

师可以成功地在陪审团遴选时秘密地事先选择出一个陪审团；但是这

并不常见。



问题与练习

1.抗辩制审判制度的优点是什么？缺点又是什么？如果你正在接

受审讯，而你知道你并没有犯罪但却有相当多对你不利的证据，那么

你宁愿选择哪一种模式，抗辩制诉讼或是讯问制诉讼？找出一个在你

的社区或者附近社区中的一个著名刑事案件，在这一案件中抗辩制诉

讼导致了你认为的错误裁决。那么，什么影响过程导致了这一结果，

而你应该如何改变抗辩制诉讼以避免这一失误呢？

2.基于本章中各个部分对目击者证词的讨论，请略述一个在刑事

司法制度中应该怎样“对待”目击者的程序。你所设计的这一程序目

的在于保护记忆并且避免对凭记忆作出的报告产生不恰当的社会影

响。对从最初的提问到法庭证词这一程序进行叙述。以影响原理来证

明你的程序中每一步的合理性。

3.你一名学法律的朋友知道你对社会心理学感兴趣且拥有很多相

关知识，她请你从心理学角度对她的首次模拟法庭作业提供一些建

议。她将扮演一起约会强奸案的起诉者。对于案件的呈现、直接和交

互讯问目击者、应对陪审团的先入之见等方面，你会给她什么样的建

议呢？

4.从规范性影响和信息性影响的角度对陪审团评议进行分析。在

这其中引入一些概念，例如直觉和系统化加工、社会规范、社会支持

和少数派影响，尤其是根据态度和信念改变这两个主要基础来对这些

概念加以理解。

[1]马特和杰夫（Mutt and Jeff），又译“僧侣与小丑”。20世纪40年代美国著名的漫画人物，一高

一矮，一个一丝不苟一个随便——译者注。



第9章 健康与幸福服务中的社会

影响

亲环境影响：说服能够保护我们的地球吗？◆健康的促进◆心理健康的社会心理学途

径◆社会影响，美好生活和你的未来

为了达到我们个人和集体的目标，我们每个人都常常会尽力去改

变或塑造他人的行为、信念和情感。即使我们并非职业的影响者，但

大多数时候，大多数人通常都精于此道。在人类生活的实验室中，数

百年积淀下来的摸索、实践以及经验已经就实用的影响策略形成了丰

富的文化理解。而我们已经探讨过这一传承之物。

同样，我们还考察了由科学研究所获得的关于影响的更为系统化

的知识。其中一些知识已经非常成熟，并转化为了一些有效的策略；

运用这些策略，我们得到一些有效的影响技巧和影响工具。如前所

述，这些影响工具常常被用于广告、营销和旨在使我们消费的销售说

辞，或者被用于政治舞台，使一些候选人的媒体形象和风格能够掩盖

他们内涵的缺乏。但令人遗憾的是，社会心理学有时被错误地用来为

当权者一些令人厌恶或有害的目标服务，以维持或扩充他们的权力。

幸运的是，如我们也曾看到的那样，社会心理学同样可被用来促

进积极和亲社会的目标，对那些旨在改善生活质量的努力予以指导。

在本书最后一章，我们将专门探讨亲社会影响；普通人可以利用这种

亲社会影响为自己谋取利益，进而也为社会谋取利益。我们将关注生

活质量的三个领域：



●促进有助于改善我们社区和地球生态状况的亲环境态度和行

为。

●使人们习得并保持有益于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的习惯。

●通过心理治疗帮助那些有心理问题的个体恢复心理健康。

简言之，我们将关注于由社会影响的神奇作用而获得的更美好生

活。

亲环境影响：说服能够保护我们的地球

吗

1976～1977年的那个冬天非常寒冷。同时，对于俄亥俄州哥伦布

的居民来说这个冬天无比黑暗。阿拉伯国家的石油禁运和欧佩克对石

油价格的操纵使天然气和石油的价格上涨，并且造成了这些能源的严

重短缺。哥伦布长达数周关闭城市的路灯，以缩减开支并节省当地天

然气和电力的消耗。作者之一，那时还是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研究生，

回忆起晚上8点钟在阴森黑暗、空无一人的大街上行走的经历。这种感

觉非常压抑，特别在圣诞节期间，因为当时社区负责人力劝人们尽量

关闭门外的圣诞灯——大多数人都响应了这一号召。到了一月份，当

俄亥俄州州长在一个祷告会中敦促州众议院采取措施结束能源危机

时，这一情形达到了高峰。这个祷告会获得了它所期望的注意，新闻

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报道。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了许多类似的故事。加利福尼亚州，

“自由之路”和“汽车城堡”并非仅仅是一些隐喻，而是许多司机的

基本价值观；排了长队但却没能加上汽油的挫折感，有时会导致邻里



间爆发暴力冲突。很自然，环境保护以及其他环境问题突然变成了

“热门问题”。数十年未受控制的工业污染的后果，最终产生了广泛

而严重的影响。沙滩关闭了，河流干涸了，空气散发着臭味。露天开

采、过度砍伐以及只以利益为重的其他工业活动所带来的糟糕的环境

后果日渐明显。同时，1973年阿拉伯国家的石油禁运引发了人们就西

方国家对外国石油依赖问题的广泛忧虑。

这些共同的因素激发了亲环境运动。在大学校园中，“生态标

志”——绿色、白色和美国国旗的绿色版——变成了一种很流行的符

号，而在这片土地上也出现了不少激进的亲环境主义者。同时，还颁

布了更为严格的有关工业污染和工业废弃物的联邦和州立法规。在汽

车上放置催化式排气净化器以及使用无铅汽油已经变成了一种法律要

求。政府设立了基金，用以建造处理有毒废弃物的废物场。然而，最

强有力的举动是针对能源保护的。高速公路的限速降低到了每小时55

英里。那些安装了诸如太阳能电池板等能源节约装置的家庭可以享受

到税收减免的优惠。政府要求公用事业公司提供免费的家庭能源审

计。许多家庭狂热地为自己的房屋添置保温材料和防漏材料。对解决

生态问题的商业投资被吹捧为明智的理财策略。我们走上了正轨。

可是后来，人们支持能源保护运动的干劲似乎消失了，化为了乌

有。油价稳定了下来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初还有一些回落。能源供给

似乎又充裕了起来。有关汽车尾气排放和工厂排放物的新法规大大降

低了城市的污染，从而使城市污染问题显得不再那么明显。面对这样

的倒退，里根政府仍把经济增长放在首位，而轻视环境问题，解除了

对许多行业的必要控制。对能源节约的税收减免被取消，同时企业达

到清洁生产的最后期限得到延长——迟疑不决拖延了整个计划。随着

环境话题不再流行，不再出现在新闻中，公众似乎也已经忘记了生态

问题。当私人轿车共乘、使用公共交通以及循环利用发展不再成为一

种普遍的个人习惯时，能源消耗又回升了。那些对住宅、办公室和其



他私人领域的清洁很挑剔的人并没有觉得自己对于保持公共空间的清

洁卫生负有责任。

事事皆有因果循环。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中，全世界许多国家又

恢复了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人们开始关注一些惹人注目的新闻，例

如，被称为“温室效应”所导致的全球变暖；臭氧层中由污染所导致

的空洞，而这会增加我们罹患皮肤癌的危险；会破坏我们的植物的酸

雨；亚马逊雨林的破坏，而这可能影响到整个地球的气候；还有似乎

无止尽的废弃物——一些还有毒性——堆放得四处都是。很具讽刺意

味的是，这些问题正是在20世纪80年代这段忽视环境问题的时间内达

到了危险的程度，如果我们仍然一如既往地继续注重经济增长而忽视

这些问题的话，那么这些环境问题将一直存在。

环境态度：行为链中的薄弱环节

公众对环境问题关注的起伏说明了有关环境态度与行为的一个主

要问题。对环境的关注无疑是一个“眼不见、心不烦”的问题。当问

题公开可见——空气变成了黄棕色、闻起来像排水沟的味道或者家里

的供暖账单突然增长了一倍时，人们会变得对污染、自然景观的损毁

或者自然资源的耗尽感到紧张。但是，当某一问题的外在表现消失

时，对这一明显持续性问题的内在关注也就随之消失。

这一模式类似于在对诸如洪水和干旱等自然灾害知觉中的所谓危

机效应（crisis effect）（Kates， 1976）。在灾害过程中和灾害刚

刚结束的时候，人们往往对问题高度关注，并且会采取许多行动。随

着干旱的恶化，人们开始采取行动，呼吁为了避免未来可能的干旱而

进行研究并且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人们会认真考虑节水，寻找可替

代的水资源，以及在易发生干旱的地区限制人口增长。然而，随着时

间的流逝以及没有新的干旱发生，限制减少了，“危机遗忘症”使记



忆变得朦胧，人们和政府采取了旧有习惯——活在拥有无止尽的清

洁、便宜能源的幻想天堂中。

显著性不突出的问题。可以肯定，你知道这里的潜在心理学原

则。如在前面章节中所述，我们倾向于思考那些容易被我们觉察的刺

激，并以此为依据来采取行动。不幸的是，对环境的危害常常是难以

觉察的。我们不容易将自己的个人行为视为造成环境危害的一个原

因，除非危害本身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个人废弃物消失了；它被带

走了或说在卫生间被冲走了：眼不见，心不烦——被置于地下，因此

不必关注它。生物学家告诉我们，在污染物被排入湖泊的数十年后，

在未受训练的人发现湖泊处在垂死边缘以前，已经造成了95％的危

害。此时已经为时过晚，无法逆转这一过程以拯救湖泊以及其中的动

植物了。

低动机的问题。阻碍亲环境行为的一个因素是亲环境的动机必须

与强烈的需要和欲望相竞争。如果不使用杀虫剂，你有足够经费承担

有机蔬菜种植吗？新的节能炉又如何呢？你会在你繁忙日程中进行废

物利用吗？即使你能轻松地负担起所需花费，你仍会愿意减少开车

吗？这也是一种显著性突出的问题。相对于为预防或解决你甚至无法

看到的大规模环境问题而做出的小小延时贡献，你的金钱和便利常常

是有形、易见并且有即刻结果的。

一般来说，在人类与环境的互动中，我们有许多关于态度-行为微

弱联系的成分，而我们在第5章探讨过这一联系。因为常常无法看到破

坏环境行为的后果或者无法意识到他们现在的行为会有一个延迟的破

坏性后果，所以人们常常忽视了以下3个有助于形成强有力的态度-行

为联系的因素：（1）关于态度客体的知识；（2）态度客体的清晰

度；（3）对态度客体的直接经验。在一个特定情境中，时间的压力以

及其他浪费能源的人的逆向影响可能会战胜我们保护环境的倾向。当



情境向一个方向推动而态度向着另一个方向时，除非态度十分坚定，

否则通常是情境取胜。尽管如此，上述竞争性的动机可能与特定环境

相关联的行为选择有更为密切的关系。我们可能确实有善良的愿望，

但是却继续干着坏事。我们的价值观可能会引发良好的行为意向，但

是这并不意味着会从事有意义的行动。

那么社会科学能对此有所帮助吗？它的确正在尝试。社会科学家

们已经设计出了一些用于影响许多环境行为的技巧。这些行为是多种

多样的，包括随意丢弃垃圾、家庭能源的节约、再循环以及私人轿车

合乘。尽管环境行为各不相同，但是所采用的技巧却有着许多相似

性。这些技巧直接针对低动机的问题或者显著性不突出的问题。让我

们来看看每种策略的相关例子。

增强动机：收益高于成本的亲环境行为

如果人们为亲环境行为付出更小成本或者从中获得更大收益，那

么就会有更加强烈的动机去从事亲环境行为，这种心理动力可以战胜

对从事这种行为所涉及的时间、金钱、精力和便利的顾虑。这看上去

似乎是一种运用工具性学习的理想情境，通过系统化地应用奖赏从而

对行为进行塑造。

金钱、公共汽车、瓶子和自动调温器。什么是强有力的奖赏呢？

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金钱会是有力的奖赏。如果人们因为在冬天

节约热能、使用公共交通或者回收易拉罐而得到金钱，那么他们是否

会经常从事这些行为呢？答案是他们当然会。看看这些研究结果。要

求对所有玻璃瓶和易拉罐进行回收处理的法律，减少了75％的乱丢弃

玻璃瓶和易拉罐的行为（Osborne&Powers， 1980）。注意，这是一个

以强化为基础的策略：人们可以就每个回收的瓶子得到5美分或一角的

硬币（常常是他们自己存积下来瓶子）。类似地，对那些乘坐公交车



的人们赠以免费快餐礼券可以大量增加大学公交系统的乘客量，并因

此减少了大学校园中的交通堵塞（Everett et al.， 1974）。对那些

房租中已包含了电费的公寓租赁者（apartment dwel�ler）而言，如

果根据他们每周用电量的减少程度而向他们支付一定现金的话，那么

他们的用电量平均会减少36％（Hayes&Cone， 1977）。研究还发现，

私人房屋业主会减少他们的用电量以获得与节约量相挂钩的每月一次

的现金回馈（Winett et al.， 1978）。

回报人们是需要有所花费的。但是金钱并非百宝丹。一个明显的

障碍就是其成本。大都市的公共交通公司可能没有财力去经常性地向

公交乘客提供免费快餐礼卷的奖励。地方政府的税收额度已经到了人

们容忍的极限，因而可能无法承担对公用事业公司奖励系统的补贴。

另一个问题则是，当报酬完全停止后，亲环境行为的比率就会有

所下降。这意味着那些行为从未“被人们放在心上”，或者说被内化

成为一个可指引行为的强有力态度。这并不奇怪。想想自我归因现象

中的过度合理化。如果为了报酬而去做什么事情，那么人们就倾向于

认为是报酬（外在因素）而非他们自己的态度（内在因素）引发了自

己的行为。一旦报酬不存在了，那么你也就不再有相应的行为）。

反馈。除了金钱，是否还有其他可供选择的办法来强化节约能源

的行为呢？有的，在家庭能源节约领域内，就居民的节约程度向他们

提供生动而丰富的信息反馈，同样可以充当具有持续效果的强有力强

化物。对那些居住在华盛顿特区市郊的全电气化连排别墅里中上层居

民的一项研究（Wi�nett et al.， 1979），为这一能源反馈提供了

清楚的佐证。在有反馈条件下，每户家庭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内每天

都收到反馈单，把家里的电力消费较之于前一日上升或降低了多少进

行反馈。反馈单很有趣而容易阅读，把每日的用电量，以精确到美分

的形式，与家庭先前所设立的节约目标联系起来。有反馈的家庭以平



均每月为他们自己节约23美元的速度，最后比无反馈的对照组家庭多

节约了13％的用电量。此外，在停止了每日反馈的10周以后，反馈组

家庭的用电量仍然会比对照组家庭更少。指向节约行为的动机变得内

化了，并且不再与外部的反馈系统相关联。

什么使反馈这样有效呢？首先请注意，仅仅只有反馈是不会起作

用的。在上述研究中，居民首先被告知了节约的详细理由以及如何去

节约的技巧。在那时，降低能源消耗同样被视作一个非常值得去做的

亲社会行动；同时，存在一种类似竞争的意愿，竞争意愿把节约界定

为“一种你能够掌控的技能”。在这些条件下，反馈因四种原因而有

效：（1）它提供了关于成就的回报感；（2）这种回报感源于个体内

部，因此它有助于形成这样一种归因，即节约行为的原因是自己愿意

这样做；（3）当反馈被有规律地运用时，个体知道了特定行为是如何

与消耗结果相关联的（“我昨晚让窗户开了一夜，我今天的消耗指数

就上升了”）；（4）反馈为客观地描绘出目标结果的每日波动情况提

供了一份进行中的记录，而这一记录是成功的清晰证据。

通过上述回顾，我们非常振奋地知道，有大量利用反馈来塑造良

好环境保护习惯的技术。例如，在家庭能源的节约中，新发明了简单

易读的室内监控器，可以使用户自己轻松地得到反馈强化信息。

近几年来，公用事业公司开始对天然气费和电费账单提供了一种

不同形式的反馈。账单告知用户自己的能源耗费与其他人相比的状

况。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因为它采纳了社会比较原则（Festinger，

1954）。的确，应让人们把自己与他人进行比较。然而，公用事业公

司得到建议，只有在比较群体被知觉为是相对等的情况下，社会比较

的反馈才是有效的。

增加显著性：将亲环境行为牢记于心



先前我们指出，大多数人并不会自发地思考环境行为及其后果。

环境本身也不太可能生动地吸引人们的注意。环境常常充当背景；如

果要让我们注意到它，那么它就必须成为图形，被推到显著的位置上

来。当然，要这样做就需要采用惹人注目的影响策略，使人们注意到

行为方式或者个体行为会对整个环境问题产生的不同影响——及其解

决方案。

立刻就做。关于如何行动的提醒、信号或者暗示被称为提示。你

看到过许多提示（“节约能源”、“离开时请随手关灯”、“垃圾入

箱”）。它们有用吗？一般而言，提示的确会对行为产生影响，尽管

一些提示会比另一些更加有效。此外，提示并不只局限于电灯开关旁

的张贴物或者垃圾箱旁边的标牌。想想那些你在走进百货商店时常常

拿到的广告传单（“今日特价”）。这些数不清的纸张最后都成为了

令人讨厌的垃圾。然而，在一家大型超市实施的一项研究发现，传单

上一个简单但显眼的提示能显著地降低这一污染问题（Geller et

al.， 1977）。这一提示请求人们不要将传单随手乱扔，而是扔在

“为了循环利用而设置在走廊边的一个绿色垃圾箱中”。这一指导性

的提醒使传单扔在绿色垃圾箱中的比例从9％上升至30％。

为了能够格外有效，提示必须引人注意。公共垃圾箱上为人们所

熟悉的“垃圾入箱”符号可能已经失效，因为它是如此熟悉以至于它

不再是一个显著的图形，而是很快融入到了背景中。为什么不以有趣

的方式每半年就更换一次符号呢？就此而言，用荧光色来油漆垃圾箱

可能同样具有增加防止在公共场合胡乱丢弃杂物行为的“提示作

用”。当明确而具体地告诉人们在哪里、做什么以及什么时候进行

时，提示就会像同超市的广告传单那样有效（Fisher et al.，

1984）。



洁净的环境带来的提示。可能是因为洁净的环境令人愉快或者很

稀少，洁净的环境本身具有提示作用。我们会注意到洁净的环境。因

此，没有垃圾本身就成了一个提示。在超市进行的另一项研究中，当

商店已经满是垃圾时，在走廊中随手乱扔广告传单是很常见的；但是

当商场一尘不染时，随手乱扔的现象几乎从未发生过（Geller et

al.， 1977）。一个洁净的环境使“不要随手乱扔垃圾”这一我们在

学校和家中已经习得但在别处却常常被我们遗忘的规范突显了出来，

根据现有情况得出的推断——即规范规定了亲环境行为，而提示

之类的提醒则增强了这些规范的显著性——为高频率的关于“环境卫

生”的媒体提示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榜样（见Cialdini et al.，

1990）。易记的信息的传递需要成为一种常规，以便在一些关键时候

能够发挥影响。例如，对于那些习惯于将空的快餐食品袋和烟蒂扔到

车窗外的不道德者，如果他们在车载收音机里恰好听到他们所崇敬的

名人反对随手乱扔垃圾时，他们可能会控制自己，不再这样做了。

能源印象。就那些提升环境问题显著性的策略而言，提醒和提示

只是浅尝辄止。苏珊娜·耶特和埃利奥特·阿伦森（Suzanne

Yate&Elliot Aronson，1983）还提供了许多简单技术，如果配合使用

这些技术，就会在家庭能源的节约上有一个大的提升。

首先，耶特和阿伦森重复了现在我们已经熟悉的“将它变得生

动”的建议。干巴巴的统计信息不如生动且具体的例子来得有效

（Nisbett&Ross， 1980）。例如，假设从一个家庭能源稽查者那里得

到了一些节约的建议。听他唠唠叨叨地叙说经由窗户和缝隙而泄露出

去的热量在热量总损失中所占平均百分比可能完全不具感染力。但

是，如果稽查者指出，“如果我们将你房间中所有漏风的地方加在一

起，你会得到一个篮球那么大的漏洞”，那么你可能就会吃惊并加以

注意（以及使用一些防漏材料和绝缘材料）（Aronson， 1990）。



清洁社区的卫生。令人愉快的改变将极有可能保持下去，因为在已凸显了“不随手

乱扔”这一规则的清洁环境中，人们不太可能随手乱扔垃圾。（Eric A. Roth/The

Picture Cube）

第二种技术强调失去而非强调获得。大多数人“厌恶失去”

（loss a�verse）——可能失去他们已经拥有的东西（“扔到窗外的

金 钱 ” ） 会 比 获 得 一 个 更 小 的 能 源 账 单 更 能 激 发 动 机

（Tversky&Kahneman， 1986）。这相当于告诉人们，如果不采取能源

节约的行为，他们每年一定会有的损失量。

第三种技术则是提升对具有节约和环境意识的公民的积极印象。

将自动调温器的温度调低和与他人合伙用车这些习惯常使一些人产生

负面印象——吝啬或者无法负担小小的奢侈。因此，他们会通过避免

这些行为来避免这些自我印象。为消除这一思想，我们应该使人们知

道，一些富裕、健康而且具有吸引力的人正参与到节约行动中，以此

为节约能源的人塑造一个成功、有能力和迷人的印象。同样，公司可

以对月度能源节约之星开展一些表扬与奖赏运动。



最后，利用承诺和一致性原则。起作用的是那些不显眼的小事。

如果人们能够被说服去做一些小小的亲环境行为，那么“登门槛”技

术可能会导致一个更大的行为（回想一下第2章中已经描述过的弗里德

曼与弗雷泽1966年的一个研究）。同样，通过向那些自称是环保主义

者的人揭示他们破坏环境的行为，可以激发他们的认知不协调。一项

研究向一些人指出尽管他们（在一项调查中）认可节约的重要性，但

是他们却浪费了大量的能源。显然，为了解决这种不一致性，这些人

比那些没有意识到不一致性的个体更多地减少了自己的用电量

（Kantola et al.， 1984）。

从个人习惯到全球性的污染：普遍的差距

如果每一点垃圾都会带来危害，那么行为的一个小小改变也就能

有所帮助。因此，社会影响的技巧无疑能够被用来改变个体的环境行

为。但是对于那些维系全球经济系统但却破坏环境的行为又该如何

呢？对于由我们生产、运输和消费商品方式所造成的污染和破坏又该

怎样呢？这些行为能够被改变吗？

要改变上述行为，就需要在个体水平上引发更多的环境保护的习

惯。与门的巨大尺寸相比，登门槛的那只脚也得很大。在现今以自我

为中心的生活方式中，我们的投入是巨大的。最为重要的是，恰恰是

对于那些重大的环境问题，人们最容易形成眼不见、心不烦的心态。

你最近调查过有毒废弃物的垃圾场吗？你这个月有访问过亚马逊雨

林，目睹土地开发商、农场主和其他人对那里的蓄意破坏吗？答案应

该是几乎没有。你是否又知道使你的新发型看上去不错的发胶是如何

导致臭氧层形成空洞从而增加了你患皮肤癌的危险呢？

对多数人所相信的全球性环境危机的解决方法，依赖于在整个文

化中培育一种支持环境保护的强烈态度和信念。未来的行政长官和政



党领袖必须是彻头彻尾的环保主义者。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但

是，它是能够做到的。有证据表明，从童年早期开始将儿童“沉浸

于”环境保护意识中的教育计划，可能会使他们形成亲环境的态度，

同时他们会乐于按照这样的态度来行动（Asch&Shore， 1975）。当

然，这一计划中所涉及的远不止一门科学课程中的“生态学章节”。

儿童必须要在教师的指导下直接体验自然，教师向儿童揭示自然的美

丽，并且通过足够生动的细节教会儿童知道破坏环境的后果，从而形

成美与丑的鲜明对比。“外部的”生态学必须被内化为我们每一人的

出发点。

我们需要面对的另一个问题是，大众媒体能够帮助人们“正视”

环境问题。晚间新闻对1989年艾克森石油公司的瓦尔迪兹号油轮在阿

拉斯加州发生的石油泄漏事件进行了报道，报道中使用了浸泡在石油

中的海豹和被损毁的海岸场景的图像，而这一新闻极有效地增强了人

们的环境保护意识。《时代》杂志在同年开展的环境保护宣传可能也

达到了类似效果。该杂志的多期封面都使用了引人注目的环境问题图

片，仅在超市的收银台处，每周就有数千万人看到这些杂志。另一个

有价值的力量源于歌星和影星，这些明星对环境问题逐渐具有了发言

权，并且他们对伴随着音乐电视一起长大的这代人所产生的影响能达

到传统教育或者媒体宣传所不能达到的程度。1990年的世界地球日是

另一个积极的步骤。简言之，媒体中关于环境保护的清晰观念越多，

那么这些观念将越能成功地影响态度与行为——甚至是企业管理者的

态度与行为。

社会影响能够帮助我们改善环境质量或说拯救我们的星球，在这

一乐观判断的基础上，让我们继续考察社会影响是否能够帮助我们改

善个人健康并保持群体健康。



健康的促进

在20世纪末，生理健康在我们的社会中已经形成了一个崭新的局

面。通过免疫、分布广泛的先进医疗服务、高度发展的卫生系统和容

易获得的营养食物，传染性疾病如肺炎、脊髓灰质炎和肺结核，曾经

一度是健康的主要威胁，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战胜了。技术、医学知

识和公共卫生计划为处于工业化国家中的大多数人提供了一个长寿而

且健康的美好前景。

但是，这一理想前景并未完全实现。当前，心脏疾病和癌症是分

列第1、2位的致命因素（Harris， 1980）。这些疾病几乎占了美国所

有死亡中的60％，并且常常使他们的受害者“过早结束生命”。但是

在很大程度上，它们是可预防的疾病。它们是生活方式中的一些因素

例如压力、过食和吸烟的产物。药物与酒精滥用既是导致这“两大”

疾病的因素，也是导致交通事故、艾滋病和自杀等可规避的死亡的因

素。现今，健康专家们认识到，死亡的主要原因是生活方式——我们

日常习惯的模式。只要人们有健康的行为习惯，那么他们将可以更长

久地拥有生机勃勃的生命。



亲环境的态度必然会演变为一种文化规范，指导企业管理者和消费者的行为。以经

济利益为代价的环境破坏的突出形象——如这张照片——可能会有助于塑造亲环境

的态度。（photo by PhilipG. Zimbardo）

医学专家们建设性地界定了健康行为。基于传统疾病医疗模式向

公共卫生模式转轨，医学科学家和医生们受到了现代健康概念——即

不应把疾病看作需要治疗的对象，而应将其视作需要预防的对象——

的鞭策。他们就人们能够做些什么以保持和增进健康积累了相当多的

知识（表9.1列举了最为基础的“健康行为”。你的生活方式占了其中

多少条呢？）。关键在于推广这些健康的生活方式，影响人们按照更

加健康的方式来行动。尽管我们已经知道一些“健康生活方式”，例

如有氧运动和食用高纤维食物，但是，这一健康影响任务并不容易实

施。

可以在多种不同情境中实施“健康影响”。在宏观水平上，大众

媒体是传递健康行为信息的常用渠道。然而，有关健康的重要影响努

力常常发生在一个微观的情景中，或者说在亲自动手的情景中。医生



极力劝说他们的病人遵从健康而有规律的生活方式，或服用适宜的药

物。许多人为了改善与食物、药物、酒精、烟草和锻炼有关的健康习

惯，也会光顾相应的工作坊或者诊所。在这些背景中，目标非常简

单，就是通过直接的社会影响来改变行为。让我们首先看看影响的心

理学原理是怎么样或者说为什么能够被应用在媒体中，从而通过间接

影响来促进健康的生活方式；然后我们前往医生的办公室和诊所去了

解还有哪些有效的影响策略可以被我们利用。

大众说服：知识丰富的公众就会是更健康的公众吗

你一定看过数以百计旨在促进健康行为的公益广告。在20世纪60

年代，美国人经历了一场鼓励使用汽车安全带的闪电攻势。大多数35

岁以

表9.1　“健康的”生活方式



资料来源：Belloc&Breslow， 1972.

上的人仍然能够哼出他们曾经在电视上观看愉快的一家四口在旅行车中系上

安全带时所播放的广告歌（“为了安全系上安全带，系上安全带。为了安全系上

安全带，一直系着安全带……”）。关于安全带使用的新广告旨在针对年轻司

机。你可能已经观看过“不要当傻瓜”的系列公益广告，在那些广告中真人大小

的假人以摇滚乐手的装扮被用于汽车撞击实验。反吸烟的广告在20世纪70年代和

80年代早期非常具有影响力（“戒烟是生死攸关的事”）。一些新近的宣传提倡

安全性行为以预防艾滋病，恳请人们不要吸食毒品：“这个煎鸡蛋就是你吸毒时

的大脑。”

公众都得到了这些信息，但是信息是否成功地改变了人们的态度

和行为？几乎没有人会怀疑，那些设计周全的媒体健康宣传增加了数

百万公众关于健康的知识（Atkin， 1979；Roberts&Maccoby，

1985）。虽然态度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但是健康宣传常常至少能够

产生一定的影响。

然后，是行为改变，这是媒体健康宣传的最终目标。然而，大众

媒体的健康宣传本身常常只能对真实的健康行为产生很微弱的影响。

尽管花费了数年时间进行大众媒体的宣传，但最终还是通过国家法律

把安全带使用率提升至了50％以上（Kalfus et al.， 1987）。强制

性的法律绝不是彻底的说服，但是法律往往比建议更为有效。那些发

誓说痛恨吸烟的吸烟者继续吞云吐雾（以及咳嗽）。尽管我们都知道

美国儿童摄入了过多的糖，但是每天早晨，甜甜圈和含糖量过高的谷

类食物仍然出现在数以百万计的餐桌上。

有效健康宣传的障碍。事实上，许多真实的障碍，社会障碍和心

理障碍，限制了健康信息的说服力量。在这一节，我们讨论4种可通过

社会心理的解决途径加以克服的障碍。这些障碍包括：个体从一些不

健康习惯中所获得的乐趣，对个体健康的盲目乐观，对健康信息的讥

讽以及来自逆向信息的竞争。



不健康的吸引物　成功地进行健康说服的最大障碍是已有态度和

习惯对健康信息的反抗，而这些已有态度和习惯正是健康信息所要设

法改变的。许多吸烟者享受吸烟的乐趣。油炸食品和甜食吃起来非常

不错。是的，一些人乐于改变后的意识状态。但是，单凭信息可能还

不足以改变坚固的、悦人心意的习惯。还需要更多的一些东西——一

些我们将稍候加以描述的新的干预形式。

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　除了特别的喜欢和偏爱以外，媒体健康信

息还必须克服更一般的与健康有关的态度和认知。其中一种我们称之

为“比你安全”综合症。人们对自己的健康问题似乎总是盲目乐观。

许多调查显示，普通人认为他自己的一般健康状况在“平均水平之

上”，而同时患病、受伤和早死的可能性却在“平均水平之下”。在

一项研究中，要求罗杰斯大学的学生将自己死于45项不同健康危害的

机会与“其他相同性别的罗杰斯大学学生”相比较。对于大多数的健

康危害，包括性病、心脏病发作、肺癌、偏头痛、肥胖症、牙周病以

及龋齿，学生们评定自己患病的可能性显著地低于平均水平（45人中

有34人）（Weinstein， 1982）。对于任何一种健康危害，学生们都

认为自己本人的风险低于他人的风险。

对个人健康的乐观主义和对个人不易患病的错觉，是避免焦虑和

烦恼的一种适宜防御机制。但是如果过度乐观，那么我们许多人可能

就无法觉察到一些重要健康忠告的自我关联性，因此而无法对其进行

系统化的分析。必须克服我们自己不易患病的这种错觉；在不惊吓目

标受众的情况下，健康信息必须要逐渐灌输这样一种认识：“我也可

能会患病，除非我现在就开始做一些正确的事。”

自我防御并非是隐藏在非现实乐观主义背后的惟一因素。“比你

安全”的心态也缘于没有充分认识到疾病和伤害能够侵袭那些与我们

自己拥有相似习惯和生活方式的人（ Weinstein&Lachendro ，



1982）。为了克服这一认知缺陷，健康公益广告可采用那些被人们认

为与自己具有高度相似生活方式的，痊愈或者改过自新的人作为代言

人（Atkin， 1980）。健康宣传的推广者还可以将信息表述得尽可能

的个性化：“我们正在和你说话。你今年已21岁了，你感到……就像

成百上千患有高血压的年轻人一样。帮帮你自己，去做一次体检。”

对分析的麻木　如果对健康风险的过度乐观不会降低对健康信息

的关注，那么讥讽和打击则极有可能。我们几乎每天都会听到关于新

的健康危害的新闻。这会导致癌症，那会导致心脏疾病，还有什么

（不，已不再是新闻）会导致溃疡。现代科学研究能够发现细微的致

病因素，而新闻媒体则会把这一发现向全世界传播（常常过早并且以

夸张的形式）。无止尽的坏新闻迫使一些人放弃健康行为，将有益的

健康行为视为“一场无希望的战争”。结果，他们拒绝接受健康信

息。你是否曾经向你的朋友提出过健康忠告，但却只听到他们说

“嘿，那么什么对你才是有益的呢？”或者“任何东西都会导致癌

症”，再或经典的“如果这都无法夺去我的生命，那么别的东西还可

能吗”？你能期待这样的一个人会对电视中的健康信息做出积极反应

吗？

如何阻止讥讽和打击呢？首先，你应该使健康信息特别引人注意

而且能使人保持注意，用一些有趣的听觉成分或视觉成分，以及能激

发积极直觉判断的有吸引力口号。你同样还需要强有力的论据以击败

讥讽和打击。健康信息必须强调功效——在尽量不干扰正常生活的前

提下，健康信息能够使人们有效地降低他们的健康风险，而在降低健

康风险这一领域内的有效性也是个体自我效能感的一部分。



对健康信息予以冷嘲热讽的反应是荒唐可笑的。

（Kudzu，3/27/90，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Doug Marlette and

Creators Syndicate.）

关于有争议的健康议题的信息应该是准确的。否则，那些冷嘲热

讽的人在确实听到了这些信息时，他们会提出反驳。在20世纪70年代

早期，抵制大麻的信息对青少年几乎没有作用，主要是因为这些信息

与那些熟知大麻效果的人的实际经验并不一致。抵制大麻的公益广告

激发了嘲笑和激烈的反驳（Ray&Ward，  1976；Smart&Feger，

1974）。不幸的是，近来所做的使人们对大麻失去兴趣的努力重蹈了

复辙，即抵制大麻的信息不能令人信服。你看过那个广告吗？脑电波

监视屏上显示出脑电波突然中止，并且将其指认为是青少年“吸食大

麻后的大脑活动”。任何一个直接体验过大麻的人都知道大脑活动不

会就那样简单地停止。只有在死亡时才会出现这种状况。可悲的是，

如果这一信息不能令人信服，那么其他关于毒品严重危险的有效信息

可能也会受到不恰当的怀疑。青少年可能会认为，这些有效信息只是

成年人用以诋毁青年人乐趣的一种宣传，是不可信的。竞争　健康信

息必然常常会与反方信息相竞争。在本书的第1章中，我们曾以香烟广

告作为强有力的大众媒体影响的一个经典案例。你还记得烟草公司每

年花费在市场研究和广告上的数以百万计的资金吗？健康组织无法与

这些巨额金钱匹敌。对于青少年吸烟，健康广告也无法与同伴压力匹

敌，同伴是非常高超的影响者。在此，我们再次看到了精心构思信息



如何呈现的必要性，也就是说，需要对逆向说服进行防御和预防接

种。

变得独特：运用影响技巧的案例。在此，让我们考查一下用于克

服阻碍健康行为的心理障碍的一些特殊方法。

你能忍受的恐惧　健康信息的一种流行形式就是恐惧诉求（fear

appeal），即通过恐惧来达到改变目的的信息。恐惧诉求是最有效的

说服工具之一——但是，其前提是，设计得当，以避免把人们吓得予

以否认和拒绝聆听。恰当的设计始于这样一种认识，即恐惧诉求一定

不止是恐吓。它还必须告知受众可用来改变他们自己不健康习惯的具

体、详细和有效的行动（Leventhal， 1970）。关于吸烟导致肺病的

鲜明且生动的证据可能会增加吸烟者戒烟的欲望。但是吸烟者可能不

知道如何才能戒烟。在信息中添加一些详细的戒烟技巧，会增加人们

将欲望转变为实际减少吸烟行为的比率（Leventhal， 1967）。

尽管如此，许多人仍然并不使用有关如何从事健康行为的知识，

通常是因为他们怀疑这些行为对他们自己是否有用。长期吸烟的烟鬼

常常嘀咕说：“如果吸烟会造成伤害，那么伤害已经造成了。现在通

过戒烟或者降低吸烟量来拯救我自己已为时过晚了。”我们回到了挫

败式的思维。为了与原有的不健康行为切断联系，恐惧诉求必须确保

反应功效。信息必须呈现强有力的论据，证明其推崇的行为能够防止

令人恐惧的结果。在20世纪70年代，反吸烟宣传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了

这一点，当时，在广告中加入了这样一些语句，例如“你戒烟的那一

刻，也就是你的肺开始重返健康的那一刻。”一名作者（曾经的吸烟

者）仍然记得他第一次听到这一特别信息时的情况。肺痊愈的意象在

坚定他最后下决心戒烟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几年后，他戒了烟。最终的动力可能是他增强了对自己戒烟的信

心。在这名作者的案例中，这种自我效能感通过观察同事成功戒烟而



得到了增强（“如果他们能做到，那么我也能”）。激发恐惧的信息

同样能够使人们确信自我效能。（“和你很相似的人通过这些步骤已

经成功地戒烟”。“研究表明，在那些严肃对待戒烟问题的人中，超

过75％的人成功地戒了烟。”）

效能感是一个大问题。心理学家们认识到，当人们形成了一种无

助感，当他们感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是他们无法控制的时候，那

么就会有麻烦了。这类宿命论信念与慢性抑郁症相关联，增加了从疾

病中康复的困难，也增加了从学术和工作等方面的低成就中恢复的困

难 （ Seligman ， 1975；Seligman&Schulman ，  1986；Taylor ，

1986）。就健康行为而言，如果人们不相信他们能够成功地节食、戒

烟或者锻炼，那么他们就不会去从事健康行为，或者轻易就放弃健康

行为（Bandura， 1986）。

罗纳德·罗杰斯（Ronald Rogers， 1983）的防卫动机理论

（protection motivation theory）很好地总结了有效的恐惧诉求的

成分。根据这一理论，人们会有目的地去采取行动来保护自己免于健

康威胁，当他们相信：（1）威胁是有害的（令人恐惧的）；（2）自

己容易受到它的攻击；（3）某些健康行为能够有效地克服这些威胁

（反应效能）；（4）自己有能力做出这些行为（自我效能）。于是，

诀窍就不再是恐吓人们，而是直截了当地就危险向他们提出相关建

议，让他们开始思考自己如何才能控制这一威胁——采取一些具体

的、即时的行动以实施这一控制。

研究表明，健康信息的有效性可以通过阐述这四个方面的信念，

特别有关效能感的信念，而得以增强。在一项研究中，让大学生观看

了一部乏味的影片或者一部激发恐惧的有关健康话题的影片，例如性

病和吸烟（Rogers&Mewborn， 1976）。激发恐惧的影片十分生动，显

示了对患病睾丸或者肺进行的真实外科手术，同时引用了一些统计数



据表明对此类疾病的高个人易感性。一般而言，影片越令人恐惧，那

么它在激发采纳健康行为的意向上越有强烈的效果——但只有在信息

同样确保了所推荐的行为的确能够预防令人恐惧的结果时，才会如

此。后续一项研究表明，涉及反应效能和自我效能——切实可行——

的反吸烟信息，对戒烟意向产生了强烈效果，即使信息并没有涉及到

可怕的场面或者令人惊讶的统计数据（Mad�dux&Rogers， 1983）。

一项关于在初中阶段抑制毒品使用的追踪研究显示，基于社会影

响模型并使用了多种策略相结合的教育计划，能够预防或降低香烟和

大麻的使用（Ellickson&Bell， 1990）。研究者随机选取了20所学校

接受“警醒项目”课程，这些课程由8个单元组成，再加上当学生到了

8年级时所追加的3个促进单元。另有10所作为控制组学校，除了学校

通常所提供的课程以外，没有接受任何正式的训练。在随后的第3、12

和15个月，对课程效果进行了追踪评价。“警醒项目”课程旨在帮助

学生形成不使用毒品的理由，辨认出施加在他们身上的压力，对遇到

的赞成毒品使用的信息予以反驳，学会如何对外部压力和内部压力说

不，明白大多数人是不使用毒品的，并且认识到抵抗恼人的影响压力

的好处。这一项目中包含了小团体练习、角色扮演以及重复技巧练

习，所有一切都涉及到学生的高度参与。这一创新的社会影响项目对

于高危险和低危险的学生都有积极效果，对于少数民族和非少数民族

学生也同样有效。然而，它并不能帮助先前已习惯吸烟的人戒烟，它

对青少年戒酒也缺乏持续性效果。

构造知觉　除了关注信息目标人群所持有的特定类型的信念以

外，大众媒体的健康宣传还受益于采用那些强调社会知觉和社会判断

原则的心理学方法。一个很好的例子是，说服妇女进行乳房自我检查

的研究。近10％的美国妇女患有乳腺癌，但是只要这一疾病被及早发

现并及时治疗，它是高度可治愈的。发现乳腺癌的一种途径就是实施

自我乳房检查，而这一检查每次只需花费5分钟时间。然而，定期进行



这一简单检查的妇女比例十分低；美国癌症协会建议妇女应该每月进

行一次检查，但在那些知道这一建议的妇女中，也很少有人这么做。

我们如何能够解释这种不依从呢？毕竟，为了保全生命，每月5分

钟的时间只是一个很小的牺牲。研究者猜想，倡议乳房自我检查的信

息所吹捧的积极结果太过于贫乏，不足以加强避免在乳房中真正发现

肿块的倾向（Meyerowitz&Chaiken， 1987）。及早发现所带来的治疗

收益或者变得能够熟练地发现肿块（如果有的话）——这些结果看上

去是一些不怎么样的收获，尤其是对于那些假定自己是健康的年轻妇

女（请想想乐观偏差）。据此，研究者推断，如果信息将这些利益作

为可由乳房检查而得以避免的损失，而不视作收益来呈现，那么信息

应该会有更大影响。如我们在讨论环境保护的态度时所提过的那样，

对 小 损 失 的 恐 惧 常 常 比 对 小 收 益 的 承 诺 有 更 大 的 影 响

（Tversky&Kahneman， 1986）。没有人愿意失去他们已经拥有的利

益。因此，措辞表达或者“构造”消极面（损失）的信息应该会更加

显眼并且发人深省。

为了证明这些想法，研究者向女大学生们呈献了一些折页小册

子，这些小册子中包含了关于乳腺癌和如何进行乳房自我检查的信

息。一部分人被随机分配到只接受那些信息的条件中，而其他人还得

到6条或以通常的收益形式或以损失形式阐述每月乳房检查的说服性论

证。例如，两条收益类的论证如下：

现在进行乳房的自我检查，你能够知道你正常、健康的乳房触摸起来是什么感觉，因

此你将能够更好地做出准备以发觉随你逐渐变老而可能会发生的任何小的、不正常的改变。

研究表明，那些进行乳房自我检查的妇女会有更高的机会能够在疾病更容易被治愈的

早期发现肿瘤。

现在再看看相同论证以损失性语言所进行的表述：



因为没有进行乳房的自我检查，你将无法知道你正常、健康的乳房触摸起来是什么样

的感觉，因此你将因准备不足而无法发现随着你变老而可能会发生的任何小的、不正常的变

化。

研究表明，那些没有进行乳房自我检查的妇女将更少有机会在疾病更加容易被治愈的

早期发现肿瘤。

这一非常微妙操纵的结果（如图9.1所示）却决不微妙。接受损失

论证的妇女比那些接受收益论证或者没有任何论证的妇女稍候更加积

极地表达了关于乳房检查的态度，并且有更强的意向开始定期进行检

查。这些差异在4个月后进行的电话调查中仍然明显。在实施干预的4

个月中，接受损失论据的妇女报告实际进行的乳房自我检查显著地多

于其他人。

图9.1　通过强调损失而获得依从

向女大学生提供了关于如何进行乳房自我检查（BSE）以预防癌症的小册子。小册子

包括了关于进行乳房自我检查的无任何论证的版本，或者强调个体进行乳房自我检

查会有何收获的版本，以及强调不进行乳房自我检查个人会有什么损失的版本。强

调损失的小册子有更强和更持久的效果。（图中未呈现未得到小册子的控制组，这

组被试的意愿和行为的结果与无论证组结果相似。）

（资料来源：Meyerowitz&Chaiken， 1987. Copyright 1987 by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dapted by permission.）



当你思考这一研究结果时，你会发现它是值得关注的。语言上的

一个微小变化就增加了从事健康行为的人数，而这种健康行为能够防

止未来的病痛甚至能够延长生命。因此，应该经常根据目标受众会如

何知觉健康信息所允诺的健康利益来分析健康信息。知觉很重要。

进行“安全的”性行为　在我们将注意力放在知觉上时，让我们

暂时将目光转向艾滋病这一重大的健康问题。那些告诉公众使用安全

套来防止艾滋病传播和其他经由性行为传播的疾病的枯燥无味的电台

广告是否达到了它预期的效果呢？它们是否使大多数的青少年和大学

生觉得有必要总是在性行为中使用安全套呢？由一名年轻妇女将使用

安全套的信息传递给一个潜在性伙伴的生动电视广告增加了这种健康

行为吗？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得出结论，但是已经有了一些富

有希望的预兆，或者说希望与挑战并存的预兆。

近期的一项调查和访谈研究发现，在1979～1988年间，十几岁的

男孩中安全套的使用增长了一倍（Landers报道，1990）。据说在17～

19岁的青少年中间，安全套使用从1979年的21％上升至了1988年的

58％。这一增长的主要原因似乎是对艾滋病的恐惧，而非对生育的恐

惧。但从消极面上讲，相关研究发现，性生活活跃者，在1979年样本

（609名男生）中占三分之二，而在1988年样本（742名男生）中却占

了四分之三；而在后者中，42％的人并没有使用安全套。最为令人困

惑的是，大多数具有最大感染AIDS风险的群体仍然没有进行安全性行

为。在十几岁的静脉毒品注射者（或者那些父母是静脉毒品注射者的

儿童）中，只有21％的人使用安全套，而与性工作者有过性行为的人

中只有17％的人使用了安全套。同样令人失望的一项发现是，那些性

生活最为活跃的十几岁大的男性，通常拥有5个或更多的性伙伴，但他

们中仅仅只有37％的人报告使用了安全套。当然，所有的这些数据都

有可能被高估，因为它们来自于知道自己本应该使用安全套的青少

年。



社会心理学家埃利奥特·阿伦森担忧地指出，大多数宣传安全性

行为的广告可能会使人们在脑海中将安全套使用与无菌的的卫生习

惯、缺乏激情并事先计划的“糟糕”性经历以及死亡威胁建立联系。

结果，许多性生活活跃的青少年和年轻人可能会完全拒绝或者反驳这

类信息（“嘿，在与我发生性关系的人绝不可能携带艾滋病毒”）。

甚至那些“明白这一信息”的人可能也不会自发地想到停下来去做

“正确的事”——在他们激情爆发的时候去戴上安全套。与死亡和乏

味感相联系的安全套难以融入到个体充满激情的性行为脚本，对于男

性而言，性行为脚本中（至少）包含了“趁热打铁”这样的次要情

节。

阿伦森（1991）提供了一种有趣的补救方法：说服人们，使人们

相信安全套具有诱惑性。对此，可通过公益广告来实现，在广告中展

现能唤起性欲但格调高雅的性爱画面，暗示双方一起参与到安全套的

使用中来，将其作为前戏体验中愉快且必要的一部分。从理论上说，

这样的一个挑逗性广告可能会有两种结果。首先，它鼓励了人们将使

用安全套本身理解为一件吸引人且能够立刻使人满足的行为。其次，

通过我们在第7章中已讨论过的经典性条件反射，由性爱画面而引发的

性唤起与安全套建立了联系，所以受众可能会形成对安全套的积极态

度。

跨越所有的阻碍　大众媒体的信息只是社会影响武器之一。那

么，为什么不把所有武器都更加直接地用于不健康的行为呢？而这正

是那些实施“斯坦福心脏病预防计划”的研究者们的想法（Farquhar

et al. ，  1984；Macco�by et al. ，  1977；Meyer et al. ，

1980）。他们进行了一项重要的长期现场实验，以期发现如何能够最

好地使成年人理解心血管健康的知识，并且使他们从事能减少患心脏

病危险的健康行为。这些健康行为涉及与心血管健康有关的方方面

面：合理饮食、不吸烟、锻炼身体、经常检查血压和胆固醇以及减少



胆固醇的摄入。并且，目标人群不再是通常的实验室被试，而是加利

福尼亚州三个小镇的居民，每个镇的平均居民数为14000人。

A镇充当控制组；除了在当地大众媒体上例行呈现的一些影响外，

这个镇没有受到任何特别的影响干预。B镇接受了为期2年的大众媒体

的热烈宣传，这些宣传信息中包括了心血管疾病的原因以及影响患病

风险的行为模式。而C镇在接受相同大众媒体的信息宣传同时，还招募

了由当地100名志愿者构成的样本，在空前的媒体攻势期间，这些志愿

者在数月的时间内参与了一系列的课程学习和工作坊。

这些志愿者的年龄范围在35～59岁之间，由于不良的健康习惯，

他们患心脏病的风险很高。在活动期间内，他们接受了包含各种影响

方法与教育方法的指导。志愿者观看了关于吸烟、节食和锻炼的影

片。他们受到了各种训练，包括如何对健康和不健康行为进行自我监

控，如何购买、烹饪和贮存“健康”食品。同时，还向他们进行了戒

烟的认知和行为辅导，并加以实践。对于吸烟量的减少和体重的减

轻，则使用了多种形式的强化（表扬和反馈）。当然，志愿者们也得

到了做出承诺和进行自我说服的机会。

研究者对C镇的志愿者和作为对照组的A镇和B镇的高风险居民进行

了为期3年的追踪，该追踪始于干预之前，并且在干预结束后又持续了

一年。每年对参与者就心血管健康知识、他们的健康行为以及体重、

血压和胆固醇水平进行测量。

在图9.2中呈现了主要的结果。通过这些图表我们能够发现，较之

于控制组中高风险的居民（A镇），那些仅仅接受媒体宣传攻势的小镇

居民（B镇）显示出了高风险行为及指标的持续下降和知识的持续增

长。大众媒体信息的一个重拳出击无疑产生了积极的健康影响。然

而，在那些既接受了媒体信息又亲自参与了培训的C镇居民中，则明显

出现了更大效果。



这一研究在两个方面是令人鼓舞的。首先，它表明，顺利实施的

大众媒体宣传确实能够对健康行为产生影响。其次，它显示，如果有

足够的财力和资源，那么进行人际间直接影响和教育的个性化宣传，

能够大大地增强宣传的效力。于是，健康宣传得到了回报。而更少花

费的方法（大众媒体）甚至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帮助。

通过媒体，心理学技巧能够在向众多匿名受众有效传递健康忠告

方面发挥效力。那么同样的技巧能够影响发生在医生办公室中一对一

的沟通吗？让我们来看一看。

图9.2　人们对媒体健康信息的回应，亲身参与过工作坊的人，其反应更为积极

相对于没有曝光于宣传中的A镇居民，经历了2年大众媒体健康宣传的B镇居民拥有更

为丰富的关于心血管疾病的危险致病因素的知识。但是，C镇居民在媒体攻势下参加

了为期数月的密集的工作坊和课程学习，知识的获得还要更加丰富。并且随着知识

的增加，不良的健康习惯（危险行为）和征兆（指标）减少了，C镇在这方面也名列

第一，B镇紧随其后。

（资料来源：Meyer， Nash， McAlister， Maccoby&Farquhar，1980.

Copyright 1980 by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dapted by

permission）



医嘱：为什么病人不按医嘱行事

乍看之下，你可能会认为很少有人会不遵循自己医生所给出的建

议，特别是有益的和易于执行的建议，例如“服用两片药丸，然后早

上给我一个电话”。通常，病人一片药也不会吃并且丢失了医生的电

话号码。健康的人没有遵循预防性健康信息只是一个方面。那么，已

经确诊的病人是否会违抗那些直接而且个人化的指示呢？通常病人们

为了避免病情加重或者死亡，是必须要遵循这些指示的。但是，你一

定会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感到吃惊。

健康心理学家回顾了医学研究领域内关于病人不依从的研究。让

我们看看他们所列出的这些结论（DiNicola&DiMatteo， 1984；

Janis， 1984）：

●在病情继续恶化的病人中，半数以上的人不能按照医生在门诊

中的嘱咐服用药物。

●这类不按医嘱服药的病人中，有接近半数的人同样无法在预定

的治疗时间复诊。

●即使患有急性且疼痛的疾病，例如胃溃疡，人们也常常忽略医

生所推荐的养生之道。

●平均而言，溃疡病人住院时所服用的药量不足指定剂量的一

半。那些最初遵循医嘱的病人也倾向于在3～5天内就会松懈下来。

当然，病人不应该因为某人恰好是“医学博士”就盲目地赞同

他。因为医学博士并非总是正确的，并且在现代医学中的确可能存在

着合乎逻辑的意见分歧。米尔格拉姆的研究就是一个有力提醒，它使

我们注意到对一些披着权威外衣的人条件反射式服从的危险性。然



而，不遵医嘱的比率太高，这所反映出的不再仅仅是一个十分聪明的

病人对一个错误诊断的拒绝。应该以这样的方式来看待这种现象：相

对于在米尔格拉姆实验中违抗一个陌生实验者要求电击同伴被试的命

令，人们可能更加会违背他们自己医生的命令。

为什么呢？一个原因是当前医疗机构的形象并不十分积极

（Gibbs，1989）。在我们的这个时代充满了专家、冷淡而强人所难的

技术以及基于门诊的护理，但是似乎亲密的医患关系却不及从前。医

疗事故诉讼的威胁使许多医生难以与病人相处，而病人负担的增加使

病人有时比较粗鲁。就此而言，公众意识到现代医学的进展，因而常

常期待医生带来奇迹。在用户至上的文化中，一些人倾向于对那些投

其所好的医生进行预测并货比三家。所有这些倾向联合起来会逐渐破

坏病人对医生的吸引力、可信赖性以及专业性的知觉——而正是这3个

因素构成了医生作为一个影响者的有效性。

对医生缺乏信任是病人不能遵从医疗建议的主要原因。除了对医

疗机构的糟糕印象外，一些医生可能还不具说服力或者不受喜欢。病

人不遵医嘱的另一个相关原因可能是医生没有能够使病人清楚地明白

他的指示。病人没有遵循医嘱可能只是因为他们误解了（医生的）医

学术语或者医嘱中其他一些不清楚的语言（常常是在匆忙中给出）。

对此的一个清晰案例就是病人常常没有能够按照指定天数服用必需的

药物，如青霉素。他们因为感觉病情有所好转从而过早地停止服药

（DiNicola&DiMatteo， 1984）。因此，通过清晰明确的说明并辅之

以打印的提醒（“约翰，你必须连续10天服用这一药物，无论在此之

前你是否感到病情有所好转”），可以使不遵医嘱的问题得到很大缓

解。

最后，病人的压力可能导致对医生影响尝试的无反应。当生病

时，人们根据对疾病严重性、所建议治疗方案的可能效果及其花费的



仔细考虑，理论上是应该能够就采取什么行为以及遵循哪个建议做出

理性决策（Hochbaum， 1958；Janis， 1984）。但是，严重的疾病或

受伤会产生严重的压力。在压力下做出的决策常常不尽如人意，有许

多待改进的地方。例如，疾病非常严重这一事实所引发的焦虑可能会

如此强烈，以至于使个体做出防御性回避，否认和轻视疾病的严重性

（Janis， 1984）。病人可能会忽视医生的建议，以此作为巩固这一

否认的一种手段。此外，即使不进行治疗的代价是个体的生命，医生

建议的治疗方案可能仍会被知觉为花费太高。近期的小代价要比远期

的大代价显得更大。

如果承认生病这一事实会威胁到自我的信念和价值观，那么此时

可能同样会发生对医疗建议的防御性回避。一些病人因医嘱对他们的

信念或者文化价值观构成了挑战而对其予以坚决抵制，这种坚决抵制

与另一种对医嘱的压力反应风格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压力可能

会导致对医疗建议的非理性反应，即过度警觉（Janis， 1984），而

不是防御性回避。当病人对自己的疾病感到恐慌，对自己的症状和所

遇到的任何与症状相关联的信息做过度反应时，过度警觉就发生了。

他们会不加批判地接受所阅读到或者听到的与自己疾病有关的所有信

息——每篇杂志文章、每个谣传、熟人所提供的每则轶事。（“你知

道，弗雷德，我的一个表兄曾经得过你的这个病，他是被……治好

的”）。他们同样殷切地遵循医嘱。但是，如果医嘱没有立刻起作

用，那么过度警觉的病人开始马后炮地抨击医生，或者把医生的处方

与“丹方”混合起来使用。他可能会不断地更换医生，甚至在医生与

信仰治疗师之间不断变换，或者采用“国家探索者”这一通俗杂志所

提供的“灵丹妙药”。



医生说服他们的病人遵循自己的医嘱和处方是一件困难得让人吃惊的事。（Mark

Antman/TheImage Works）

总而言之，对医生缺乏信任、对医嘱的误解和病人的压力都导致

了医生对病人影响的无效力。幸运的是，这些都是可以通过更有效的

社会影响而加以克服的人际关系的问题。认识到这一点后，越来越多

的医学院在其课程表中纳入了有关人际关系的课程（Gibbs，

1989）。我们建议再加入一些关于社会影响的策略和技巧的课程。医

生们应该懂得如何设计有效的恐惧诉求、如何引发病人对遵从所推荐

治疗方案的公开承诺、如何表现出他们是更富有同情心、责任感的

人，以及他们是关心病人、使人信服的沟通者。

恐惧诉求的经验教训。在讨论社会影响对病人不遵医嘱进行的补

救时，让我们从可能是最为困难的问题开始：即病人的压力及其可能

会造成的不良判断。医生可能通过良好设计的恐惧诉求来突破防御性

回避。但请记住，只有清楚地展现出个人受到健康威胁的严重性，并

且同时强调那些采纳了指定治疗方案的人将获得希望和个人控制，恐

惧诉求才会有效，实际上，医生必须告诉焦虑的病人：“请千万弄清



楚违抗我的建议可能会付出的代价，我保证你能够应付这个治疗方

案，并且这个治疗方案对你有益处。”

如果恐惧诉求对于通过大众媒体进行的说服已经取得了一些成

功，那么在医生办公室中的这种“面对面和个性化”情境下，恐惧诉

求甚至会更加有效。医生可以把他们给予每一个病人的信息个性化。

同时，作为补充，他们还可以指导和鼓励病人进行积极的思考。例

如，医生能够教给病人“积极的自我对话”，包括养成习惯，向自己

提供促进自信的信息，例如“我能够应对挑战”，或者“我能够想出

许多不同的策略来完成这个任务”。通过这些行为，病人心理上就会

把所处情境重新定义为一个充满希望和自信的情境。如我们在第3章中

所学到的，行为容易从自我归因中产生。

获得承诺。如果病人做出了口头或者行为上的承诺，那么他更有

可能遵循医嘱；对此，你应该不会惊讶。医生可以通过许多小事来鼓

励这样的承诺。他们可以提醒病人，是病人自己决定开始治疗的。他

们能够识别出已经发生的病情的好转，并且把这归因于病人的合作行

为（Janis， 1984）。在病人离开诊所时，甚至可以简单地叮嘱他，

从而获得的一个口头承诺（“是的，我会这样做”），这一口头承诺

可能会提供一种额外的心理压力，以保证遵从医嘱。对于长期治疗，

医生甚至可以让病人签署一份行为契约，使病人保证从事所推荐的健

康行为（Nelson&Mowrey， 1976）。

当医疗建议涉及预防未来的健康问题，而不是治疗现有问题时，

人们通常在心理上更加抵制有约束力的承诺。医生们通常抱怨那些感

到压力、焦虑但又不去放松或者度假的高管们，不愿戒烟的老烟鬼以

及不愿锻炼或者节食的临近肥胖的病人。在这些情况中，我们必须依

靠更强有力的影响技巧。你能从情绪化角色扮演（得到消息说自己患

有肺癌）会导致许多吸烟者承诺戒烟这一经典研究（第3章）中回忆出



一些技巧吗？有胆识的医生能够把小剂量的角色扮演中整合进他们的

影响武器库。

为了击毁以无意识的防御性回避为基础所带来的对承诺的抵制，

医生们可以运用合理化觉察的技术。医生可以准备一个记录了病人不

遵循健康建议的常见理由的清单，将它与一条发人深省的信息一起拿

出来，交给抵制的病人：“贝蒂，这里有一些我的其他病人曾经用过

的借口……你在自己身上有发现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吗？顺便说一下，

这些借口的许多主人已经去世了。”

办公室（以及枕边）的礼仪。以上这些仅仅是一部分运用心理的

影响技巧以促进病人遵从医嘱的例子。然而，你是否注意到所有这些

方法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参与者的沟通技巧？医生必须要

能够使用容易理解且适合于他们病人的需要及文化水平的语言，来给

出医嘱以及这些医嘱背后的医学理由。但是，我们所建议的恐惧诉求

和言语操纵要求的远不止言语的清晰。实际上，它们需要的远不止言

语本身。它们还需要：（1）能传递出热忱、可信赖性以及对治疗的自

信等非言语的沟通；（2）觉察出病人抵制或遵从的非言语信号的能

力。还记得（第7章）在情绪和归因上表情和言语表达的重要影响吗？

发生在医生办公室内的沟通亦是如此。

一项关于医生的非言语影响的研究表明，仅仅基于医生如何给出

建议，就能够预知哪些病人将会遵循医生的建议，去看酒精依赖治疗

门诊（Milmoe et al.， 1967）。研究对医生——病人的互动进行了

录音，并且在一个特殊设备上对这些磁带进行处理，过滤了说话的内

容，仅仅留下了医生音调的变化——即言语是如何表述的。评判者们

在许多维度上对磁带进行评分，其中包括敌意的非言语表达。当将敌

意的评定与病人是否遵医嘱作对照时，出现了一个清楚的模式。如果

医生以充满敌意的音调指示病人去看酒精依赖门诊，那么病人最不可



能遵从医生建议。病人可能在无意识水平上觉察到了敌意这一非言语

表达，而这种敌意表达可能是针对病人，针对酒精依赖，或者针对所

制定的治疗方案能够确实发挥作用的可能性。

无论怎样，那些没有遵循医生信息中言语内容（“去做治疗”）

的病人，对医生信息中非言语的潜台词（“别去，我不认为它会对你

有用”）做出了反应。同样，这一研究还说明了不遵医嘱的另一个原

因，那就是医生并不真正相信所制定治疗方案的价值，或说并不真正

关心病人是否遵循建议。

有的测试能够测量通过非言语行为表达或“传递”情绪以及从他

人的非言语信号中“读出”对方情绪的能力。许多研究表明，当医生

被评价为优秀的“沟通者”，而不是不那么善于非言语沟通时，病人

会对自己所受治疗更加满意（DiMatteo&Taranta， 1979；DiMatteo

et al.， 1980）。在一项研究中，那些将自己的医生描述为沟通时沉

着冷静、有同情心而且体贴（而不是寡情和疏远）的病人，对自己所

受治疗表达了更多的满意；但当病人认为医生在炫耀支配性与优越感

时，病人则报告了不满意（Burgoon et al.， 1987）。

满意为依从的种子生根发芽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这一研究同样发

现，满意程度越高的病人，越倾向于报告他们遵循了自己医生的嘱

咐。另一项研究发现，对于那些擅长传递积极的非言语线索的医生，

他们的病人既有更高的满意度，又更少会取消与医生的约定或不赴约

（DiMatteo et al.，1986）。

这些数据迫使我们得出这样一个一般结论，即医生必须不止是一

个会运用不容置疑的专业知识的权威角色，他还须是一个善于说服的

沟通者。为了最有效地做到这一点，医生们可以从社会心理学中借鉴

一些影响技巧，同时运用他们的语言、体态以及情绪表达来传递出个

人的真挚。



在讨论如何使人们遵循那些有利于他们的专家忠告时，我们还遗

漏了一个明显的社会技巧。当没有妻子陪伴时，我们那位胖呼呼的本

书作者就无法通过节食和锻炼来达到缩小腰围的目的。于是，我们在

此看到了社会支持的价值。社会支持被认为是对抗形形色色的躯体与

心理病态的最有力方法之一，而社会性隔离则是躯体与心理疾病的强

有力预测因素之一。成为能产生共鸣的社会支持系统中的一分子，能

够 建 立 起 对 压 力 和 疾 病 的 抵 抗 性 （ Cohen&Syme ，  1985；

Pilisuk&Parks， 1986）。当他人对我们的承诺进行检查并且就目标

计划的进展提供反馈——提醒、表扬、使我们感到羞愧——时，行为

意向才会转变为行为矫正。一项关于高血压患者的研究发现，使患者

坚持服药的关键是，其配偶所提供的社会支持与高自尊的结合

（Caplan et al.， 1976）。

那么，在了解了社会影响有助于增进身体健康后，让我们进入本

章的最后一部分，看看社会影响的心理学能为我们的心理健康做点什

么。

心理健康的社会心理学途径

对于公众而言，心理学最为人所知的领域就是对心理障碍的理解

和治疗。通过各种形式的治疗，临床心理学家与心理咨询师力图帮助

人们克服严重的焦虑、抑郁症、恐怖症以及更为严重的一些障碍如偏

执狂和精神分裂症。现在，对心理治疗的需求空前旺盛。据估计，超

过20％的美国成年人被确诊为患有某种形式的心理障碍（Shapiro et

al.， 1984）。患者人数高达3000万。竞争、快节奏生活所带来的压

力和紧张；家庭与经济结构的改变所带来的社会阶层改变、贫穷和孤

独——在美国，这些因素以及其他更多因素导致了1400万例的焦虑、

妄想以及恐怖症患者；1000万例的药物滥用者，以及2500万名女性和



1200 万名男性在他们生命中的某些时候经历了重度抑郁症

（Zimbardo， 1988）。单是想到这些问题，就会让我们觉得抑郁，更

别说体验其中的任何一部分了。

当然，并非不可救药。我们对心理障碍原因的理解和治疗正在急

速增长。对现代的许多心理适应不良存在十分有效的治疗。然而，对

于需要心理健康护理的人而言，每5人中只有1人实际获得了它——即

便当这种护理是容易获得时（Shapiro et al.， 1984）。妨碍增进社

会的集体心理健康的主要问题，是难以向公众传递关于治疗的可获得

性以及社会的可接性。这实际上是一个说服的问题——影响并使人们

相信，心理困境并非是需要隐藏的污名，即使优秀的“正常”人也会

存在心理困境，而人们在应对和克服这些心理困境时是能够获得帮助

的。

可能你已经看到过美国心理健康基金会刊登的广告；广告指出，

抑郁并不总是无需治疗，就能“克服”的；或者你也看到过他们的大

幅广告牌，告诉所有经过的乘客说，精神分裂症是“一种可治愈的疾

病，每100个美国人中就有1人患有此疾病”；同时该广告还宣传了大

量详细的信息。这些大众媒体信息通常建立在可靠的说服技巧之上：

生动的形象、重复、促进对行为效能的注意（“一种可治愈的疾

病”）。然而，单单通过媒体不可能消除人们广泛持有的关于心理疾

病的错误知觉。更早地在学校呈现关于心理疾病的真相可能是有益

的。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当人们已经拥有相关的知识基础但没有可导

致冷嘲热讽式反驳的先入为主态度时，他们能够更好地对信息进行加

工。

以任何名义的治疗……都是一种影响



本书末章最后一节的主要目的是，考察我们已经在本书中讨论过

的各种社会心理学形式的影响如何以不同方式整合到心理治疗中。所

有心理治疗中都包含了影响。影响就是干预，旨在以某种形式来改变

来访者的行为、思想、态度或者情感。当然，本书不会覆盖心理健康

的所有领域。一些心理疾病，例如精神分裂症，是十分严重的，涉及

脱离现实，并且常常部分地基于遗传因素和生物学上的功能紊乱。这

类障碍通过“常规的”社会影响技巧是不能够被完全治愈的。同样，

那些深入探测深层无意识冲突的治疗，例如精神分析，也不在我们当

前的关注范围内。

另一方面，许多心理问题可归结为：（1）作为一种应对压力与焦

虑的手段而形成的适应不良的行为习惯；（2）会阻止有效行为的条件

化的情绪反应；或者（3）消极思考占优势的认知方式。在这些情况

下，通过那些你已经非常熟悉的行为与态度改变，能够改善心理健

康。我们将着眼于如何运用那些涉及系统化信息加工、奖励与惩罚、

自我归因、获得承诺以及自我辩白的各种方法，使人们在心理健康之

路上前进。

作为说服性沟通的治疗

在一些心理疗法中，治疗师将信息传递给来访者。例如，治疗师

力图使那些正经历抑郁的来访者相信他们的归因是错误的。或者，一

位婚姻顾问企图说服夫妇双方在他们的互动中尝试一些新的或者不同

的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治疗师必须具备优秀沟通者的所有品质。

以对治疗师专业性知觉为基础的治疗师的高度可信度，可能会迫

使来访者认同治疗师的信息。但是，如果这种认同是肤浅的，仅仅基

于信息源专业性的直觉线索，那么这种认同不会对行为改变产生很大

影响，也不会被深深植入到态度中，特别是当治疗师这一权威人物不



在身边时。因此，治疗师必须使来访者对自己的信息进行系统化地加

工，以便于这些信息能够在认知深层上拨动来访者的心弦，并且能够

根据其对行为和情绪的暗示而得到很好的理解（Heesacker，

1986）。一个能够促进来访者对治疗师的建议进行深度思考的品质就

是来访者知觉到治疗师与自己有许多相似的状态和价值观。这表明了

一种与来访者建立关联以及移情的能力。可是，治疗师最为重要的特

质是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1951）所称的治

疗的真诚。治疗师必须凸显出他们是与来访者“彼此关联的”和“相

互体验的”——治疗师和来访者彼此间相互揭示自己的情感，而不是

相互隐瞒。他们彼此相互信任他们改变来访者机能的这一共同目标，

并且展望那些悦人心意和有益的前景。

认知-行为治疗与归因治疗：思考并且竭尽全力

行为治疗，或行为矫正（behavior modification），运用工具性

条件反射与经典性条件反射的原理来改变令人困扰或适应不良的行为

模式。例如，利用工具性条件反射以解决酗酒的方法，可能包括在治

疗期间无论来访者何时在“治疗吧”买酒或饮酒，就运用系统的电击

予以惩罚，而当每周进行的血液测试显示最近没有饮酒时，则予以表

扬或费用折扣以兹奖赏。

经典性条件反射方法可以被用来治疗非理性恐惧或者焦虑。为了

克服对飞行的恐惧，一名来访者可能会首先接受放松训练，然后在放

松状态下，逐步进入能够诱发恐惧的焦虑激发情境：想象飞行、乘车

去机场、坐在候机室中、参观飞机——以及最终乘飞机旅行。因为放

松与恐惧焦虑是不相容的反应，如果来访者在体验这些唤起恐惧的刺

激时能够保持放松，那么刺激—恐惧的链接将会减弱，然后消失。非

理性情绪性反应常常阻碍了适应性行为，而上述这类对抗性条件反射



（counterconditioning）是成功改变非理性情绪性反应的最有效方法

之一。

行为矫正专门旨在改变行为。然而，许多适应不良的行为模式受

到那些适应不良者对自我和对社会惯有的知觉和思考方式的影响。此

外，一些问题主要是“头脑的问题”：行为是正常的，个体的任务也

完成了，各种关系总体还算满意；但是，适应不良者仍会感到痛苦或

焦虑。在这些情况下，试图直接地矫正行为本身可能不是有效的治

疗。行为矫正可能还需要辅之于对那些错误知觉、信念和态度的治

疗。这一结合被称为认知—行为治疗（cognitive�behavioral
therapy）。

抑郁症病人的消极观念。就抑郁而言，认知—行为治疗是一个特

别有效的治疗方法。我们通常将抑郁视作一种心境状态。但它同样是

一个行为问题。长期抑郁的人通常不会采取那些会给予他们强化、使

他们受到“鼓舞”的行为。在缺乏由自己带来成功体验的情况下，他

们会变得更加沮丧，而这又会让他们更加消沉，继而导致更强的抑郁

等等，从而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这个循环中的怠惰（缺乏尝试）成分有其认知根源。抑郁的人都

是悲观的思考者。他们进行“消沉性归因”。当坏事发生时，他们进

行内部归因（“这是我的错……”，并且认为未来的改善不在他们的

控制之内（“……我不可能把它做得好一点”）。好的结果被标记上

了暂时的幸运或者是其他人行为的结果。这一归因风格导致了绝望

感，从此，缺乏改善个人命运的尝试（Peterson&Seligman，

1984）。

为了支持他们的消沉性归因，抑郁的人通常倾向于产生过多的消

极思维。还记得在病人对艰难的养生法的依从中，积极的自我对话所

起的作用吗？在我们大部分人的头脑中，自我对话在多数时间内会发



生。相对于与他人进行的对话，我们更多地是以哈姆雷特式的独白与

自己对话。研究显示，平均而言，适应良好者的消极思维与积极思维

的比例为1比2（Schw�artz&Garamoni， 1986）。

相反，对于抑郁的人，每个消极思维只有少于1个的积极思维与之

相对。一项研究发现，在这类人中，55％的思维都是消极的

（Kendall，1987）。在抑郁中消极思维几乎变得自动化（Beck，

1976）。（“在这所学校，我太笨而无法应对学校生活”，“没有人

会认为我非常有趣”，“我感觉就像一个陈旧的马桶刷”）。这些人

的思维充满了失望与不快。他们感觉自己在坠落并且被判出局——经

由自我的仲裁。

认知-行为疗法从认知与行为两方面来处理抑郁。就认知而言，治

疗师指出消极思考和自我谴责归因，并且说服来访者相信这种消极论

是无效的。治疗师使用来访者在其保存的日志中所记录的消极事件，

将其消极的结果重塑为是情境因素的产物，而非个人、特质性缺陷的

产物。实际上，治疗师传递了高度个人化的说服论证，旨在改变来访

者关于世界的信念。

就行为而言，给予来访者一些“行为作业”，要求来访者走出

去，做一些积极的事情。但是，首先会有一个仔细计划个体行为的培

训，以确保成功。与来访者现今的被动性相对比，这些行为的任何结

果几乎都必然是积极的。这为经典的自我归因效应设置了舞台。来访

者们从自己的成功行为中能够推断出，他们实际上是有效的行动者，

能够控制自己的所作所为。必须确保，治疗师对所有成功的行为进行

鼓励，以获得任何一丁点儿的进行自我归因的可能性。例如，当治疗

师听到他的来访者就她最近举办过的一个聚会表达出了极其微小的一

点满意感时，治疗师可能会评论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成功地举

行了一个晚宴，你肯定是一个相当有条理的人。”事实上，这种通过



对个体自身行为进行自我归因的过程而得出的推论才是最为重要的

（Bandura， 1986）。

针对抑郁的认知行为疗法拥有可靠的成功记录，特别是对于那些

希 望 有 所 改 变 并 且 在 抑 郁 早 期 就 接 受 这 一 治 疗 的 来 访 者

（Baker&Wilson，1985；Kendall， 1987）。当然，抑郁并非是由旨

在改变归因方式的干预而得以缓解的惟一心理问题。认知行为治疗的

短期变式，常常被称作归因治疗（attribution therapy），被运用在

了各种类型的咨询中。

以爱的名义。处于不幸福的婚姻和恋爱关系中的人们，经常对其

伴 侣 持 有 “ 消 极 归 因 偏 差 ” （ Fincham&O�Leary ，  1983；

Kyle&Falbo， 1985）。配偶的积极行为被归因于情境原因，或者被视

作可能是别有用心的一时行为。而消极行为则被归因于配偶的个性。

实际上，即使双方的行为相同，抑郁的夫妻在配偶的行为上所看到的

积极原因会少于在他们自己的行为上看到的积极原因（Fincham et

al.， 1987）。就像这样：“在聚会上，我挽着你的手是因为我在乎

你；你这样做只是为了给他人留下好印象”。或者：“昨晚，我没有

注意到你是因为我全神关注于我的工作，而你忽视我则是因为我让你

讨厌了。”与之相伴随，配偶的积极行为被认为主要源于不可控的原

因。这类推理很盛行：“她只有在需要依靠我时才会显得温柔。因

此，我无法‘赢得’她的爱。”

当然，这些归因也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当伴侣双方都表达了自

己的爱与善良意愿并且认为对方缺乏这些时，那么显然，错误归因至

少在其中一个人的头脑中发生了，或者可能双方都有。有效的婚姻咨

询师会指出他们的“一对动态”归因偏差，鼓励伴侣双方驳斥对方的

错误印象，并使双方参与到相互的“归因再训练”中。



大学新生令我们所有人感到棘手。在面对婚姻危机之前，许多人

还将面临他们的大学一年级——他们在高中时曾如此向往并为之而如

此努力过的东西；然而，当它最终实现时却又如此地使人惊慌。重

要、冷酷而且困难的课程；可能需要离家并与一名室友共住；从“高

中时的大人物”变成无足轻重的大一新生，一个必须向每个人证明你

确实是大学生而不是一个冒名顶替者——这些都是大多数新生所要面

对的现实。适应可能是困难而紧迫的。当学生们在适应大学生活中经

历到困难时，他们通常会责怪他们自己。他们将差劲的学业表现或者

进展缓慢的社会适应归因于他们自己的个人能力不足。这导致了抑

郁，导致了会进一步使表现恶化的抑郁循环，还同样导致了预期证实

行为。如果你得出结论自己很愚蠢，那为什么还要学习呢？因此，你

更少学习，你瞧，你考试没及格。于是有了证明你正确性的强有力证

据：你很愚蠢！

用以解决这种大一新生自责综合征的一个归因方法是，让学生相

信他们是不应被责备的。如果咨询师和导师（高度可信的信息源）使

新生们相信，第一年的困难事实上是正常的，而成绩总平均绩点

（GPA）和个人在学校的舒适性会随着时间得以改善，那么心情和动机

通常就会得到改善（Wilson&Linville， 1982）。因此，注意力被转

向了显然可以克服的情境因素（自我效能再次为健康服务）。拥有乐

观，没有“我干不了”的糟糕推论，学生们可能更少会因抑郁和失败

而停止自己的努力。

这里，有一个一般规则，借此你会发现自己是有用之才。通过寻

找你的问题中的情境性因素（即你与他人所共有的），而不在特殊的

特质性原因上纠缠（即把你从命苦的人和劣等人中分离出来），你就

会有更健康的心理。



错误归因的有益谎言。在理论上，归因治疗师们力图纠正“错误

的”归因，这种归因充满了不准确的自责偏差，会加剧来访者的问

题。然而，基于归因的技巧，治疗师有时可能会鼓励人们使用一套健

康但却被适度扭曲的归因，用以取代不健康且被严重扭曲的归因。应

该让那些抑郁的人获得适应良好者所展现出来的由个人控制带来的乐

观感。

然而，研究显示，并且治疗师们也知道，适应良好者都拥有一种

有益健康的错觉，即他们认为自己拥有的控制大于他们实际真正拥有

的控制。关于事实，抑郁的人可能对现实有更加准确的认识，但是这

会导致悲观、被动和放弃，而不是维持错误的乐观所能带来的美好，

这种乐观鼓励我们中那些非抑郁的人更努力地尝试，因此也增加了他

们成功的机会，进而证实他们的乐观观点（Lewisohn et al.，

1980；Barthe&Hammen， 1981）。

同样，在第一学期的6门考试中获得了1个F、4个D，还有1个C的大

学新生，可能确实学业潜力不足。然而，熟悉归因治疗的咨询师依然

会鼓励学生将一些责任归于他的困难情境。希望在于，如果小的归因

扭曲可以使来访者摆脱那些使他们困于自责的信念或者摆脱那些逐渐

破坏他们社会关系的信念，那么这些有利于来访者的小的归因扭曲是

值得的。

认知不协调与治疗：承诺、选择与努力

承诺与一致性的原则在社会影响的各种领域与形式中一再地出

现。无疑，这些原则也十分适用于心理治疗。于是，心理治疗师在他

们的来访者身上寻求努力与合作的承诺。当然，在治疗中越早获得这

些承诺越好。



当人们感觉承诺与行为是自由选择做出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受

到强迫，那么他们会更多地感到需要以与先前行为和承诺相一致的方

式来行动的压力。认识到这一点后，一些治疗师实际上会要求来访者

自己选择他们将要接受的治疗类型。治疗师会指出各种问题行为，并

且列出可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备选治疗方案。然后，来访者与治疗师

坐下来共同设计治疗，而来访者会明确地做出一些选择。为了突出这

一选择，也为了使来访者承担责任，治疗师随后可以要求来访者签署

一份描述所选治疗方案的治疗“合同”。有证据显示，在高选择空间

治疗条件下的来访者比低选择空间的对照组中来访者表现出了更快的

改善（Brehm&Smith， 1986）。显然，即使在治疗中，人们也会变得

有目的地避免或者消除因未能做到某些他们最初曾经参与设计的东西

而引发的认知不协调。

除了认知不协调以外，做出选择还增强了来访者的个人控制感与

责任感。这会促进自我价值感和自我效能感，并形成这样一种认识：

即被动地接受一名万能治疗师的患者并不能被完全治愈。治疗只会帮

助那些自助者。

乔·库珀的研究（Joel Cooper， 1980）极好地说明了选择在治

疗中的作用。研究者通过大学校报的广告，招募了一些自称非常害怕

蛇的人。当他们来到实验室，参加在实验室中进行的为期1小时的治疗

时，这些被招募者被随机分配到一个真正的短期治疗或者一个虚假的

治疗中。真正的治疗是“冲击疗法”的一个变式，在治疗过程中，恐

蛇症患者会想象一些会激发焦虑、包含了蛇在其中的情景，直至焦虑

基本消失。



这一方法可能会起作用——通过惩罚，或者通过努力辩解。

（B.C.，3/26/90，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Johnny Hart and Creators

Syndicate.）

虚假的治疗被称为“运动疗法”，包括了在适当的位置跑步，玩

溜溜球以及其他没有关系的活动。研究者对被试解释说，由运动引发

的唤醒有助于人们对恐惧情绪的原因更加敏感。随后，被试被进一步

划分为高选择空间组与低选择空间组。高选择空间组的被试被告知他

们的治疗“可能会需要非常努力并且会激发焦虑”，由被试自己来选

择是否继续治疗。低选择空间组的被试则只被告知需要努力的情况但

却从未被询问过是否愿意继续。实验者只是继续进行治疗，而没有让

被试决定是否继续进行。

在真实或者虚假的治疗以后，对所有被试进行测量，以考察他们

恐蛇症改善的情况。特别是，给予他们径直走向并且触摸玻璃箱中一

条长达6英尺的大蟒蛇的机会。在治疗以前，被试向20英尺外的蟒蛇移

动的平均距离只有1英尺。那么治疗以后呢？结果如图9.3所示。无论

他们所接受的是真实或虚假的干预，低选择空间下的被试平均向前多

移动了一英尺。没有一个人触摸蟒蛇。相反，高选择空间下的被试向

蛇平均多靠近了10英尺，到达了距离蛇9英尺远的范围之内。甚至还有

3个人径直走了上去并且触摸了那个大家伙。这种惊人的改善——表现

在恐惧的降低上——在冲击治疗与虚假的运动治疗的接受者中几乎同



等地发生。因此，关键是参与进行治疗的决策，而非实际治疗的内

容。

库珀认为，在虚假治疗的成功中有两种心理力量发挥了作用：

（1）知觉到的选择所发挥的承诺力量，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那样；

（2）努力辩解。你可能会回想到，虚假与真实干预中都包括了相当多

的生理与心理活动。当濒于失败时，犹豫不决的被试可能会体验到相

当的认知不协调：所有辛苦和自由选择的努力与没有达到治疗目标的

失败是不一致的。“一切都是徒劳的”是一种不协调的悲哀。降低这

种认知不协调性的方法，即，使付出的努力合理化，可能就是度过难

关——走向成功。这正是被试所做的。



图9.3　选择触摸一条令人害怕的蟒蛇——你也有可能

无论对恐蛇症的治疗是真实的（冲击疗法）或是虚假的（运动疗法），当且仅当来

访者-被试在得知治疗可能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并且可以自由地选择接受治疗，那

么治疗才会发挥作用。

（资料来源：Cooper， 1980.）

新近的研究复现了这些发现，并且还发现，仅仅是对自由选择的

治疗的成功期望，就能够导致改善（Axsom， 1989）。然而请注意，

并不是说这些发现意味着治疗的实际内容完全不重要。事实也并非如

此。更确切地说，这些研究——涉及到对一些轻微的心理障碍进行短



期干预——强有力地表明，通过自我辩白的微妙影响技巧，能够使治

疗的效果得到提升。

社会影响，美好生活和你的未来

当然，没有谁可以逃离影响的世界。我们所有人既控制他人也受

他人控制。在本章中，我们讨论了运用心理学原理对人们施以影响从

而使其受益的一些途径，我们希望你作为读者能够思考一下还可以如

何积极地将这些途径应用到你自己生活的各个领域。然而，非常有意

思而且重要的是，对于那些自己具有强烈控制感的人，这些有益的社

会控制可能产生最为积极的效果。自我效能，有关影响如何发挥作用

的知识，以及关于如何区分合理忠告与哗众取宠的心理学空话的智慧

——这些品质能够把你塑造成为一个成功者和善于运用社会影响的

人。本着这样的精神，我们希望这本书对丰富你自身的这些品质有所

帮助。

那么，你现在应该已经准备好，出发去面对美丽新世界，结交新

朋友，对正义事业施以影响；同时，抵制来自方方面面的有害压力，

包括群体的从众压力，同龄人的依从压力和媒体的说服压力。本书所

提供的新理论与实用信息，应该是增进你在社会影响领域内的自我效

能的助推器。但是，请你调整一下你自己的“聪明的影响者”的新感

觉；为此，你需要清醒地意识到，除你之外还有其他的人——以及代

理者和公司——他们的生计和生存依赖于发展出能够对你们和我们施

加新的、更加微妙的和更为有效的心理与行为控制的技巧。我们与你

相伴的旅程即将结束，但是你与他们相伴的旅程才刚刚开始。我们希

望，本书已经为你尽可能地成为独立自主的人做好了准备，已经为你

在未来社会交往中装备了最好的武器——心理学知识的力量。让这种



力量一直与你同在；既然你拥有了这种力量，那么就运用它，正直且

诚实地运用它。

小结

最后一章关注于将社会影响的原则应用到各种有意义的亲社会目

标上。我们探讨了社会心理学如何被用于增进亲环境行为、健康的生

活习惯和心理健康。

●推广亲环境行为的一个阻碍就是污染、浪费和许多破坏行为是

不明显的。通常它们都是看不见或者遥远的，因此“被人们所忘

却”。第二个阻碍就是低动机。亲环境的动机必然会与更强的经济动

机和个人便利的动机相竞争。

●运用工具性学习来增强动机。礼券、折扣以及现金奖励在使人

们减少能源消耗、胡乱丢弃废物以及汽车使用上确实发挥了作用。内

在满意感所带来的奖励以及信息性的反馈成功地使人们节约了家庭能

源。

●为了增强环境作为一个需要保护的对象的显著性，可使用提示

与提醒。媒体信息同样可以生动地描述破坏环境的个人代价、推进具

有环保意识的人们的积极形象、并且鼓励对亲环境行为的承诺。媒

体、政府以及教育系统必须使他们的新努力与更加有效的环境说服相

同步。环境意识的培养必须开始于童年，同时媒体必须使环境问题及

其解决方法经常地“被人们看到”并因此被人们记住，而不仅限于

“地球周”的时候。

●不健康的生活习惯是早死的主要原因。尽管有大量来自于媒

体、医生办公室、工作坊与门诊的健康建议，但是糟糕的健康习惯仍



然持续。

●大众媒体的健康信息增加了对健康的知识和积极态度，但是通

常不能改变与烟草、药物、酒精、压力、节食和锻炼有关的健康行

为。人们无法改变健康行为，可能因为他们自己从其不健康习惯中得

到了乐趣，或者被同龄人和广告商们的相反信息所动摇；也可能因为

人们对他们的健康过度乐观并且对频繁的健康警告变得冷嘲热讽。为

了克服这些因素，信息必须在个人水平上对健康危险进行讨论，使人

们相信行为改变并不难，使人们准确地描述危险，并且通过强调所推

荐行为能避免损失或把行为与积极情绪相联系从而确保人们改变对健

康行为的知觉。

●如果恐惧诉求强调以下4点，那么恐惧诉求同样有效：（1）影

响目标的当前行为会导致有害的健康威胁；（2）影响目标非常容易受

到威胁的攻击；（3）行为改变将会消除那种威胁（反应效能）；

（4）影响目标有能力进行改变（自我效能）。

●对医疗忠告的不依从非常普遍，甚至那些患有严重疾病的病人

也是如此。其原因包括了病人对医生信任的缺乏、医生糟糕的沟通能

力，以及导致防御性回避（否认疾病严重性）和过度警觉（对所有的

“治疗方法”都不加批判地接受）的病人的高压力水平。为了克服病

人的抵制，医生与护士必须愿意并且能够实施有效的恐惧诉求，获得

病人的承诺，使病人意识到其合理性，以及通过积极的非言语信号实

现对病人的关心。

●许多的心理健康问题涉及适应不良的习惯，而这些习惯多被用

于应对压力、条件化情绪以及消极思维方式——一些可以通过通常的

改变程序加以矫正的问题。



●有效的心理治疗需要说服性的沟通。治疗师必须促进系统化的

加工，被知觉为是真诚的（“彼此关联的”和“相互体验的”），并

且与来访者拥有相似的价值观。

●抑郁包含了一个恶性循环：消极思考导致活动性的降低，而这

又会导致更多的消极思考，如此反复。为了打破这一循环，认知-行为

治疗鼓励对消极结果进行情境归因，指导来访者做出成功的行为，并

且鼓励对那些成功进行关于特质的自我归因。

●旨在改变归因的咨询对于婚姻与适应问题同样有效。治疗师可

能会设法纠正“错误的”归因。但是，他们同样可能会助长一些微小

的归因扭曲，例如适应良好者具有的过分乐观的控制感。

●从来访者那里获得承诺，允许他们对自己治疗的某些方面进行

选择，以及使来访者对治疗付出一定的努力，这些通常会产生积极的

治疗结果。这些过程引入了自我归因与自我辩白。

问题与练习

1.回到第5章，回顾一下态度转变为行为的必要条件。然后，考虑

一下本章关于亲环境行为的讨论。将这两部分的信息整合起来以分析

下述自相矛盾的事实：大多数人对一个清洁与健康的自然环境拥有积

极态度，但是他们却以破坏环境的方式行动。

2.运用在本章中所叙述的有关社会影响与心理障碍的知识，为你

所在大学设计一个宣传运动，以鼓励学生们：（1）变得更加具有环保

意识并且从事更多的环保行为，或者（2）拥有一个更加健康的生活方

式。请随便运用你所在学校中所有可用的媒体及人际情景。



3.讨论病人不依从他们医生的忠告和处方的3个原因。对于每个原

因，尽量想出一个你自己或者你所认识的人的真实例子，并且针对这

些例子，运用社会影响的解决方式以帮助你自己、朋友或者家人遵循

医生的忠告和处方。假设你被当地一家医院聘为顾问，你将推荐采取

什么样的措施以增加病人遵守医疗建议的比率呢？

4.慢性抑郁、严重的害羞以及其他不愉快的状态，通常反映了正

常认知与情绪加工的极端情况。同样地，社会心理学的影响技巧——

适用于一般人或说“正常”人——能够被用来治疗这些心理问题。假

设你被聘为一名治疗师的顾问，需要略述社会影响的技巧和策略如何

能够被整合进治疗过程。选择一种心理健康问题，概述你的治疗建

议，就你向治疗师推荐的每个行动给出相关科学依据。



附录A 研究与实验方法

一般来说， 对社会影响的社会心理学研究运用相关法

（correlational method）或者实验法（experimental method），后

一种方法运用得更为广泛一些。本附录在简述相关法后，将着重论述

实验法。

现场研究中的相关法

在心理学中，所有的研究都包含了对行为的观察。一些研究，即

所谓的现场研究，对自然而然存在的现象或者变量运作进行观察。换

句话说，研究者力图对现象或事物的“本来面目”进行系统的、相对

客观的和无偏差的观察。研究者不会妨碍它们的运作，或试图改变或

控制任何变量。研究者的任务只是确定两个或者更多变量间是否存在

相关[1]，以及有何种程度的相关。例如，一项现场研究的研究者揭

示，位于佛蒙特州本宁顿学院的女大学生在大学4年时间内，其政治态

度与社会态度逐渐变得更加的宽容（Newcomb， 1961）。另一项研究

表明，对于小学生来说，如果他们的父母具有非权威人格并采用非惩

罚性的抚养习惯，随着学校废除种族歧视，这些小学生的种族偏见也

会降低。然而，当父母具有权威人格并采用惩罚性的抚养习惯，他们

的孩子则没有出现种族偏见的降低（Stephan&Rosenfield， 1978）。

这种现场研究，以及其他使用调查法和民意测验所进行的研究，

对于发现和分析行为关系，对于指出在这些关系中可能发挥了重要作

用的变量，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因为观察是在日常生活中进行的，只

有最小限度的干预，因此这种观察对日常生活中的应用价值可能高于



那些在有更多人为限制的实验室中进行的观察。然而，大多数的现场

研究是相关性的。变量仅仅被观察，并没有受到控制或者改变。两个

事件或者行为（A与B）可能有很强的关联性，或者相关；然而如果仅

仅只是观察它们，那么我们无法确定究竟发生的是以下何种情况：是A

导致了B，还是B导致了A；这种关系是否只是一种巧合；也许一个因素

经由一个中间变量（未知的变量）的运作间接导致了另一个因素；还

是第三个变量既导致了A又导致了B。

例如，关于婚姻关系的研究有时会报告，幸福的夫妻比不幸福的

夫妻有更多的性生活。那么是性导致了幸福，还是幸福导致了性？两

种因果关系都有可能，但是仅仅通过观察到的性与幸福婚姻的共变，

我们无法确定因果关系。我们同样无法确定是否有第三个变量导致了

这一关系。可能一些夫妻繁忙的工作导致他们大多数时间都处于分离

状态，而这种分离状态既可作为不幸福的根源，又可成为性生活的一

个明显障碍。

通过改变测量变量的时间，有时相关研究能够就因果关系提供较

强的（但仍然不是确定的）理解。观察可能发现A在时间1所发生的改

变与B在时间2所发生的改变有相关，而B在时间1所发生的改变与A在时

间2所发生的改变几乎没有关系。这一模式暗示A对B有因果性的影响。

当然，使用某些统计程序可能也能够获得关于因果关系的提示。

实验作为因果关系的信息源

为了获得真实的因果关系，你需要做实验。实际上，绝大多数社

会心理学研究是实验研究。实验的关键就是控制。实验者对假定的原

因变量进行控制，称其为自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他操纵

自变量，将变量的一种水平、数量或者类型指派给一种处理条件下的



被试，将另一种水平、数量或者类型指派给另一条件下的被试，等

等。同时，对于那些可能对被试产生影响但是却与需要验证的假设无

关的其他变量，实验者则力图使其保持恒定。

实验者通过将被试随机分配到不同处理条件中，从而对变量进行

进一步地控制。这其中包括使用一些随机方法（例如，掷硬币或者参

考由计算机生成的随机数据表）来决定每个被试接受怎样的处理条

件。因为处理条件的分配完全基于偶然性，所以接受不同水平自变量

的被试在他们曝光于自变量前不太会存在着任何系统差异。随机分配

通常保证了那些使人们存在差异的多种因素在不同处理条件之间是平

均分布的。

在引入了假定的原因变量——自变量——之后，对被假定为结果

的被试行为[被称为因变量（dependent variable）]进行观察。如果

接受了不同水平自变量的被试在因变量上表现有所不同，那么根据实

验控制的逻辑，自变量必然就是原因。其他所有的变量都是恒定的，

而在测量因变量以前对自变量进行了操纵。

因此，你可以发现实验者不是等着行为自然地发生，而是创设出

他认为能够诱发行为发生的条件。在这个意义上，实验者是创设出了

一种人为的环境或说干涉了自然过程。而他们这样做是为了：（1）在

已知条件下使事件发生，而这一已知条件随后能够被单独地重复；

（2）在实验者对准确观察做好准备时，使因变量产生；（3）有可能

确定自变量对因变量产生影响的趋势和大小；（4）消除了因变量与自

变量间的关系源于两者直接因果联系之外的其他因素的可能性（例

如，Y既导致了A又导致了B）。

实验始于3个基本决策。在可被许多被试觉察到而且可以从不同维

度进行各种水平的反应的大量刺激中，实验者选出一个特定的刺激，

有机体（即被试），以及反应模式。可将实验看作由三个互相有重叠



的圆环构成，它们分别代表：（1）刺激（自变量）；（2）被试；

（3）反应（因变量）。这三者与正在研究的总体问题有关。通常，研

究者研究的只是它们交集中很小的一块或一点。例如，在关于说服信

息的理解对态度改变的影响的研究中，自变量可能就是伴随录音信息

的4种大小的静态噪音，从不会造成干扰的微量噪音到会造成大量信息

难以被理解的巨大噪音。被试是在一所指定的大学选修心理学导论的

60名大学生。而因变量则是在10点量表上对信息结论的赞同度的评

分。

根据理论意义上的区别，把所有刺激分别划分进了不同的范畴

中。例如，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在耶鲁大学沟通研究项目所进行的

说服研究中（见第4章），根据沟通是双向还是单向，是否会唤起恐

惧，明确还是含蓄地陈述其结论等等，对所有的沟通进行了分类。当

按照这样的方式对刺激进行分类时，实验者有意识地决定忽略刺激的

某些方面，而强调刺激的另一些方面。例如，信息中语句的长度乃至

信息的主题可能会是无关的。这意味着实验者从有明确结论的、单向

的、能够唤起恐惧的这一大类沟通中选择刺激。他所选择的特定沟通

可能或多或少地频繁使用到了长度为25个单词的语句，并且可能是关

于枪支控制而不是关于生育控制的。研究者期望，在所有这些不相关

的特征上能够获得相同的结果（即，内容、长度、句法等等不会改变

所考察的基本关系）。

实验者对被试类型和反应类型的选择存在共同点。以大学生（或

者可能是工人）为研究对象以期发现“一般人”情况的研究者，通常

假设不同群体间的许多差异不会影响研究中所建立起来的基本因果关

系。例如，许多关于从众的研究（见第2章）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当

研究者感兴趣于拥有一致意见的多数派的人数（例如，一个，两个或

者三个人）是如何影响被试对多数派意见的依从频率，那么，平均而

言，大学生相对其他成年人是“独立思考者”的程度可能与问题无



关。无论某个特定被试团体的总体从众水平如何，多数派人数与从众

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不变的。与此相似，无论是以按压按钮还是以点头

赞同来表示从众的反应，也应该与问题无关。

当然，如果有理由相信，对于不同教育水平、社会地位、年龄、

性别或其他特质的人而言，基本关系会有所不同，那么应该进行额外

的研究以对不同类别的人进行比较。

如果实验者能够从广泛的变量和被试中选择大量的特定案例，那

么关于选择哪些案例的决策常常基于便利性、易得性和测量准确性以

及可控制的程度。因此，自然就产生了两个问题：（1）所选案例确实

能够以这样的方式被测量吗，即无论谁来进行测量或何时进行测量都

能得到相同的结果吗？（2）所选择的案例是否准确地反映了研究者感

兴 趣 的 过 程 变 量 或 者 概 念 变 量 ？ 第 一 个 问 题 关 注 于 信 度

（reli�ability），而第二个则关注于效度（validity）。

信度可等同于一致性或稳定性。在其他所有条件都相等的情况

下，所选择的反应测量是否能在重复中得到相同的结果呢？而在十分

相似的测量条件下是否会得到相同的结果呢？

效度是一个更难论证的复杂问题，它有许多涵义，我们在此只涉

及其中2个。概念效度（conceptual validity）指实验者进行的处

理、观察和测量是适当的，具体地代表了实验者真正想要了解的一般

抽象类别。态度研究者感兴趣的是态度，而不是10点量表上的评分。

在理论上，研究者希望得到的是一系列特定操作，这些特定操作能够

将抽象概念锚定于真实世界中的事件，但同时这些操作应该是尽可能

纯粹地作为抽象概念的例证。

测量的效度同样可由另一种方式来思考，我们称之为内容效度

（content validi�ty）。因变量分数上的任何变异都有两个成分：



真实变异和误差变异。随着测量分数更加接近（假定的）真实分数，

测量也就变得更加有效。因为测量分数的变异不止受到了所研究的相

关反应中的变异的影响，还同样受到无关误差源的影响，因此测量丧

失了它作为潜在真实反映系统的有效代表的地位。系统误差使测量得

分在特定方向上存在偏差，而随机误差则导致测量得分在任何方向上

偏离真实值。

例如，当实验者无意识地把其所期望的反应通过一些线索传递给

被试时，或者当实验者知道某个被试接受了某个特殊处理（例如药

物）因而影响到他对被试的行为进行客观评价时，可能就会出现系统

误差。而随机误差则源于环境的干扰或者方法上的不足。一个瞬时事

件可能会改变对任何在特定条件中所操纵刺激（例如，当在一个条件

化程序中出现了一个意外的噪音）的反应。相似地，当实验者以不同

方式把刺激呈现给相同处理条件下的每个被试，那么测量分数可能会

以无规律和未知方式增加或减小。通过使用控制程序、客观的评分方

法、随机化和控制组能够减小系统误差。随机误差的消除主要依赖于

标准化的方法学，以及利用那些不会使被试反应随机变化的环境。

根据现在重新界定的研究目的，我们可能会认为实验就是一整套

客观的程序，目的是为了从背景噪音中分离出信号。真实分数，或信

号，可能会从概念上得到净化以与其他相似的信号相区别。处理程序

旨在放大信号，而测量程序应该能够探测到哪怕十分微弱的信号。要

做到这两点，必须对竞争性的信号和背景噪音进行适当的控制，可以

通过两种方法来进行控制：使二者最小化，以及就二者对主要信号的

观测值的贡献进行准确评价。

但是，对实验结果的概化又是怎样的呢？几乎没有科学家会满足

于把研究结论局限于特定的刺激与操作以及特定样本所做出的特殊反

应。我们希望研究结论能够处在一个更高的抽象水平上。我们知道，



当研究基本的心理过程时，研究者可能会假设他们的结果能够放在更

大总体的“大背景”中。但是，在实验研究中有许多因素与确保这一

假设的合理性有关。我们将在下面这一节中对这些因素进行探讨。

实验的概化：统计推论

对一项研究的结果进行推论时常会存在风险，即使研究设计精巧

并且被认真地实施。然而，通过客观的统计方法对由一套特殊观测得

出的特定结论发生错误的可能性进行评价，可以估算出这种风险的范

围。假设我们希望评价人们是否通过小组讨论改变了他们对毒品使用

的态度。我们可能分别在讨论前和讨论后对参与者的观点进行测量。

首先，通过某些描述统计以方便有效的方式对被试样本的观点评定进

行总结。通过计算平均数、中位数或者众数可以回答“讨论前后典型

得分或者平均得分是多少”这一问题。而通过反应的变异性（全距、

或标准偏差）能够回答“单个被试相对这一代表值发生了多大偏

离”。

然而，为了确定小组讨论是否朝所提倡的方向改变了态度，有必

要将所获得的描述统计结果与在没有小组讨论、仅仅对观点评定的重

复测量情况下发生的改变进行对比。把测量分数的分布与不同类型的

理论分布进行对比，使我们可以估计出数据不是源于偶然性而是源于

一个统计上可信赖关系的可能性（推论统计）。对处理变量的不同行

为（在最初可比较的被试组之间）可能是一个更加“真实的”差异，

这一差异可能源于3种因素的直接作用：观察的数量，差异的大小以及

反应的变异性。随着观察次数（N）的增加，随着不同组之间表现（通

过某种描述统计来测量）的差异增加，以及随着每个单组内的变异减

少，所获得的差异倾向于更为显著。



在心理学中，显著性（significance）的概念被定义为确定一个

特定结果是源于处理的效果而不是观察中的随机波动（误差变异）的

最小标准。置信度水平（probability level），任意设定为

p〈.05（p小于0.05，或者5％），就是这个最小标准。这意味着所发

现的差异在100次中可能仅仅只有5次是因为偶然性造成的。因此，我

们可以推断，在100次实验中有95次，差异不能归结于偶然性，而这次

的结果是属于95次的范畴。在某些条件下，研究者可能需要一个更加

严格的拒绝概率，例如p〈.01或者甚至p〈0.001（即，实验者因把所

获得差异作为一个真实差异而得出错误结论的可能性，只有千分之

一）。

虽然通过使用概率的语言而非绝对的语言对结论进行表述，降低

了结果推论的风险，但是对观察到的行为样本按照两种方向中的任一

种进行推论时都有可能包含了相当的风险。人们可能将推论上升至一

个更加抽象、概念水平的解释上，也可能下降至一个更加具体、特殊

的案例上。在前一种情形下，外推中可能产生误差，因为特殊的结果

无法揭示假定的一般关系或者理论过程。在后一种情形中，一般关系

能够预测某个特定个体的行为这一假设本身可能有问题。

在上述两种情形的每一种中，都可能存在着两种类型的错误。如

果所获得差异的显著性是p〈0.05，那么实验者在得出结论认为他发现

了一个真实的效应时，每100次中会有5次犯错。这是因为单凭偶然性

本身就能够造成那样大小的差异，而一个特殊实验可能刚好代表了5次

偶然性中的一次。于是我们有了Ⅰ型（或称为α）错误：当关系实际

并不存在时推断关系存在。让我们以一个不同的视角看看概率和决策

过程，假设因差异显著性处于0.06的概率水平（超出了科学可接受的

惯有限度）而拒绝了差异显著的结论。那么当关系存在时，相反地调

查者在100次中会有94次下结论认为关系不存在。这就是Ⅱ型（或称

β）错误。



心理学家如何决定是更加冒险（Ⅰ型错误）还是更加保守（Ⅱ型

错误）呢？无疑，他的策略应该经由以下几点来决定：每种类型结论

的行为意义，每种错误类型的相对代价或风险，以及每种错误类型对

创造性思维的激励或抑制作用。例如，在通过向上推论形成关于物理

现实或心理现实的概念化、理论化的陈述时，Ⅱ型错误（它可能会导

致过早地封闭了调查研究的领域）对进展造成的损害可能会高于Ⅰ型

错误（该错误应该会比较容易地在他人的独立重复研究中发现）。然

而，如果没有什么重复性的研究，那么I型错误可能会一直存在，从而

导致了在测量无根据的原有假设的相关衍生物上白费劲。

从实验室推广至真实世界

实验主义者所面临的困境就是获得控制的同时又丧失了效力。心

理变量的全距以及强度无法在实验室背景中获得。这是因为在一个实

验中，自变量呈现的时间相当的短。同时，被试的任务常常与他其他

的生活经验只有有限的关联，并且在他未来的活动中也只有非常小的

应用。此外，实验操纵的性质和强度常常受到法律、伦理与道德考虑

的限制。虽然变量的效力在一个无控制的自然环境中常常能够得到最

好证明，但是在这一水平上对现象进行研究可能存在以下风险：丧失

对其中相应过程的理解，缺乏对因果关系的详述以及无法将复杂的因

素网络分解为相应的成分变量。另一方面，由控制精巧的实验所获得

的收益可能会被实验的琐碎内容相抵消。通过提纯、标准化、控制以

及选择特定的刺激、反应维度，实验者可能对他意欲研究的现象或者

问题创设了一个有所差距、打了折扣的版本。此种条件下得出的研究

结果可能几乎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

通过研究策略的结合使用以及在同一主题上进行多种不同实验，

可以在任何特定的研究中克服这些局限性。例如，假设实验者担心在



一个诱发依从的认知不协调实验中，使用金钱奖励来改变的“合理

化”可能与通过向被试提供关于依从的社会原因而改变的“合理化”

有所不同。那么他可以通过在实验中引入对“合理化”的概念验证或

者运用许多不同的实验来系统化地复现被研究的概念变量，从而对上

述可能性进行评估。

实验真实与生活真实。为了填补实验室与现实之间的这条鸿沟，

实验研究者们通常力图使他们的实验真实。最为重要的一类真实就是

实验真实（experimental real�ism），实验真实在本质上是指“使

实验生活化”（Aronson&Carlsmith，  1968；Aronson et al.，

1990）。实验务必要使其研究程序对被试有吸引力，使被试能够投入

到实验中，同时要使自变量能够引起被试的注意并且维持注意。被试

应被自己在实验室中的经历所吸引，对所发生的事件（自然地）做出

反应而不是感到讨厌，考虑（或许担忧）把他们自己视作被仔细审查

的对象，或者试图分辨出实验者的理论是什么。如果一个实验不具有

实验的真实性，那么就有一种风险，即所观察到的因果关系可能仅局

限于当人们知道自己处于一个实验中时。由此，我们通常几乎不可能

了解任何的一般心理过程。

在一些情形 中，实验者同样会追求生活真实（ mundane

realism），生活真实是指以变量在日常生活中存在的方式对变量进行

处理和测量（Aronson&Carlsmith，1968）。对提问方式如何影响到目

击者对犯罪事件的记忆特别感兴趣的研究者（见第8章），会让被试观

看一起现场表演的犯罪活动，然后让他们在不同类型的提问条件下报

告自己的记忆。相对于让被试观看一系列的幻灯片然后对他们进行提

问，这种方式可能更加具有生活真实性。当寻求把实验结果推广至日

常生活中的某个特定背景或是心理过程，而不是推广至一个更为广泛

的背景或是过程时，生活真实性就尤其重要。



实验效度。我们已经知道，因变量必须有效。从总体上说，效度

的概念同样适用于实验，并且这个概念极好地总结了我们在讨论实验

时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我们从实验中得出的结论无效——并因此而无

法推广——的方式可能有两种。我们可能错误地下结论，认为在所使

用的特定处理与特定测量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而实际上观察到的关系

是源于某个其他的因素，一个人为的结果，或者混淆变量

（con�founding variable）。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可能会就实验

的内在效度（internal va�lidity）得出一个错误结论。此外，还可

能是错误得出结论，认为一个特定的因果关系（同样）适用于未在研

究中进行评估的概念变量的所有其他实例；即，这一因果关系被推广

至其他的人、背景、测量和在概念上等价的处理。在第二种情形下，

实验的外部效度（external validity）是关键。为了避免得出这两类

无效结论，一种方法就是觉察到导致实验研究中效度缺失的更为普遍

的根源，然后考察实验设计的不同方面从而克服每种缺陷。

让我们首先考虑一下内部效度缺失的一些可能根源[2]。

1.内在的人为问题（internal artifact）：实验者不愿发生的一

个未受控制事件可能导致了实验者所观察到的结果。如果发生了这样

的情况，那么特定自变量引发特定效果的这一结论可能就是不正确

的。

2.被试的改变（subject change）：刺激事件（自变量）可能发

生于被试内部，而不是发生在他的外部。例如，被试可能对个人问题

感到厌恶或者担忧。

3.测验的敏感性（testing sensitization）：被试对第2个测验

（后测）的反应，可能会受到初始测验（前测）的影响。



4.被试选择的偏差（subject selection biases）：如果不同实

验组的被试不是随机分配的话，那么实验组间的差异总有可能并非是

由自变量的差异引发，而是由不同组之间先前就存在的差异所引发。

5.耗损（attrition）：如果在将被试随机分配到不同实验条件中

以后，一个无法控制的因素导致在最后结果分析中剔除了一些被试，

那么就无法得出关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的有效结论。一种无法控

制的因素可能就是被试选择不再继续进行实验。另一种因素则可能源

于实验本身的一些特征。

在理解外部效度——或推广至其他人、背景等等——的来源之

前，我们必须对交互作用（interaction）的概念加以讨论。假设我们

关注于替代性强化大小对模仿的影响（见第2章），那么为了研究这一

问题，我们可以向一些年幼儿童呈现一部关于成年男子殴打充气塑料

娃娃的影片。影片中作为榜样的男子在殴打塑料娃娃后，得到了0个、

1个、2个、4个或者10个棒棒糖。随后给儿童与充气塑料娃娃玩耍的机

会，而研究者则记录了儿童做出与榜样相同的“攻击性”行为的频

率。假设模仿反应的平均数量随着榜样接受到的奖励大小的增加而增

加。那么，研究者可以下结论，替代性强化数量的增加导致了人们更

多的模仿。

请注意以上结论并没有受到限定。这暗示着替代性奖励的数量与

模仿数量间的这种关系适用于所有类型的榜样、被试、奖励、反应、

背景以及用来呈现榜样行为的媒体。这一结论并没有说，这一关系只

适用于来自于一个特定学校的特定年龄群体的儿童，他们观看了在电

影中一个特别的男性榜样对一个充气塑料娃娃施以某些特定行为后，

得到了棒棒糖。如果一名女性榜样殴打充气塑料娃娃，那会是不同的

关系吗？让我们假设，随着对女性榜样奖赏的增加，模仿数量却有所

减少。如果自变量（替代性强化的数量）与因变量（模仿的数量）之



间的关系因其他某个变量（在这个例子中，榜样的性别）的作用而发

生了改变，那么可以认为两个变量发生了交互作用从而共同决定了结

果。

交互作用可以有许多类型。模仿的总量在两种榜样中可能都有增

加，但是以不同的速率。或者，这种关系也可能会有逆转（一个增

加，另一个减少）。这种关系甚至有可能只在一种条件中存在，在另

一种条件中却没有出现（替代性强化的数量完全没有效果）。简言

之，交互作用的出现，限定了研究者感兴趣的结果或关系能够在跨情

境、跨背景、跨被试等方面进行推广的范围。在对社会影响和态度改

变的研究中，很少发现有不受与其他变量的交互作用所限制的变量。

研究者事实上常常专门设计某种研究以期发现交互作用，因为交互作

用向我们提供了关于某种因果关系什么时候存在而什么时候不会存在

这一至关重要的信息。

现在我们可以来考察一下可能限制了外部效度的一些更加普遍的

因素。

1.测量的反应效应（Reactive effects of measurement）：当对

被试进行一个测验，假定是自陈式态度量表，那么进行测量本身可能

就会对被试如何做出行为产生影响。在态度测量的研究中，测验可能

变成诱发态度的刺激条件；被试以前可能并没有这一态度，或者在意

识到测验或实验的意图以后改变了他的真实反应。因此，任何结论都

只限于了进行过测验的被试。

2.选择偏差与实验变量的交互作用（interaction of selection

bias and experimen�tal variable）：实验变量的效果可能只有在

某类被试身上才会显现。例如，如果研究只选择了具有极端态度的被

试，那么通常会对那些更加温和被试的态度产生影响的变量，可能就

不会对这些极端的被试产生影响。



3.实验的反应效应（Reactive effects of experiment）：实验

背景中与实验背景外之间的一些特殊差异，可能对决定实验结果是否

具有应用价值至关重要。例如，在实验中被试可能总是非常积极地参

与到沟通中，而这一情况在自然情景中可能不会发生。

4.多重处理效应（multiple treatment effects）：有时，每个

被试可能在呈现和不呈现实验变量的情况下均接受测量。因此可能会

产生顺序效应；即，第一个处理会影响到被试对第二个处理的行为反

应方式。因此，结果可能仅适用于那些接受了不止一种处理的被试，

并且可能仅适用一种处理的顺序。

实验设计

既然我们已经知道内部效度缺失和外部效度缺失的一些更为普遍

的根源，那么让我们来看看如何能够通过不同的实验设计来消除这些

误差来源。

表A.1以总结的形式呈现了5个十分复杂的实验设计。表格中的符

号○代表观察或测量，而符号M则代表对在那种条件中所呈现自变量的

一个实验处理。在每个这样的实验中，至少有两组被试。一些被试接

受处理；另一些被试则不接受处理，这是随机决定的。通过每一被试

组前面的符号R来表示被试被随机地分配到不同条件中。例如，表A.1

中呈现的最简单的设计是一个双组设计，在此，被试被随机分配到两

个组中的任一个。只有组1中的被试接受处理，随后对两组都进行观

察。



同样，在表中列出了先前已描述过的导致外部效度缺乏的各种根

源。对于每种设计，如果在与效度缺乏的特定根源相对应的那一栏中

标注了“是”，就意味着这类实验设计无法消除那个特定类型的误

差。“否”则表示不存在这个问题。（效度缺乏的内部根源没有在表

中呈现。只要研究者恰当地设计和监控实验程序，那么对于这些设计

来说导致效度缺乏的那些内部根源都不会成问题。）

使效度缺乏的根源最小化的“最好”设计就是不同样本前后测设

计。这里，实验者随机将被试分配至许多条件中。在处理以前，实验

者首先对其中一半被试的反应进行测量。而完成了实验处理后对剩余

的另一半进行测量。然而，那些稍后得到测量的被试同样被分为两

半，其中一半接受处理而另一半则不接受。此外，请读者注意，这一

设计的一个显著特征。它可能证明自变量的概念地位并不受限于单独

的一套特殊处理上。通过使用两套不同的处理（M1与M2），这两套不

同的处理均源自于概念上相同的自变量，可以得出从具体的观察到抽

象变量上的一般化结论。

从上述描述中你可以发现，无论在任何设计中，随机化都是非常

重要的。当然，同样重要的是，对被试的观察不能干扰由实验处理引

发的行为结果。

表A.1　使效度缺乏最小化的一些实验设计



�此处的随机化既包括将被试随机分配至不同被试组，又包括随机决定对照组是否

接受处理。

[1]当一组数据的变异与相应的另一组的数据的变异（例如，来自同一个体的两次测验分数）有关联

时，可运用数学上的相关系数r来表述结论。相关系数值的取值范围为-1到＋1。当r=0时，两组数据相互之

间没有关联。r大于0表示两组数据中的变异有一个共同的方向：A增加那么B也增加。r小于0则意味着A与B

有着相反方向。随着r越接近于＋1.0或者-1.0，那么就越有可能通过一个已知事件来预测另一个，即根据

关于一组观测中变异的知识来解释另一组观察的变异。



　　

[2]本附录的以下部分大多源自Campbell与Stanley（1963）的著作。



附录B 态度及其成分的测量

在实验研究与现场研究中，研究者测量人们的反应。在本文中，

我们将考察许多研究，就因变量如何被测量进行简短描述。同时，我

们将对一些基本测量技术进行详细的描述。尽管某一特定的研究常常

需要对一些特殊的测量进行调整，但这些基本测量技术常常是特殊测

量的基础。我们将主要关注态度的测量，这是本文的核心概念。同

样，我们将会简略地提及如何对态度系统的其他成分进行测量。

如果你停下来思考一下，那么你将发现态度的测量并非一项容易

的任务。如何能够测量一个人头脑中的看法？如你可能猜测到的那

样，这个问题的惟一解决方法就是使这个人将内部态度外显出来，然

后你就能够对它进行评定了。换言之，你必须使这个人将其内在态度

转换为外在行为。而这一外在行为可能涉及到完成一个纸笔测验或问

卷。

态度量表

人们已经开发出了许多不同的纸笔测验来测量态度。在这些测验

中，有4种类型的测验经过不断修订，已经较为成熟。这些主要的技术

是瑟斯顿的等距量表法（Thurstone’s method of equal�appearing
interval），利克特的累积评定法（Likert’s method of summated

ratings），格特曼的量表图分析法（Guttman’s scalogram）以及奥

斯古德的语义区分技术（Osgood’s semantic differential）。下面

我们将简要地回顾一下这些方法，希望能够使你更加清晰地理解社会

心理学家如何获得数据，如何从这些数据中得出精彩的推论。



所要讨论的每种技术，对所用测验项目的性质和对所提供的个体

态度的信息都有着不同的假设。然而，所有这些方法的某些基本假设

是共通的。首先，它们假设可以通过量化技术来测量主观的态度，因

此每个人的观点可以通过计分来表述。其次，它们假设一条测验项目

的含义对于所有被试都是相同的，因此对所有被试的同样反应，计分

相同。这些假设可能并不总是正确的，但是不包括这些假设的测量技

术至今还没有开发出来。

瑟斯顿的等距量表法。1929年，瑟斯顿在他关于宗教态度的研究

中发展出了第一个态度测量的主要技术。他编制的量表把精确的测量

引入到了一个以前从未曾用量表研究过的领域。瑟斯顿假设，人们能

够获得关于某个特定问题的观点陈述，能够就此问题在明确的喜欢—

不喜欢这一维度上对观点陈述进行排序。进而，我们能够在一个连续

体上对相邻的两个陈述以相等的间距进行排序。由于后一个假设，我

们能够对不同的人之间彼此态度的差异程度进行判断。瑟斯顿还假

设，不同陈述间是彼此不关联的，每个陈述是独立于其他陈述而存在

的。也就是说，对一个陈述的接受并不必然意味着对其他任何一个陈

述的接受。

瑟斯顿量表由关于某一特定问题的20个独立观点陈述所组成。每

个陈述均会获得一个量化的量表值，这个量表值取决于在一个连续体

上对该陈述判断的平均数。在测量人们对一个特定问题的态度时，要

求人们仔细地选择那些他们赞同的陈述。每一个人的得分是他所选择

了的那些项目的平均量表值。以下是这类量表的一个简缩版例子。



瑟斯顿量表的一个显而易见的特征是，陈述间的间隔是近乎等距

的。量表的这一特性是通过量表的编制方法来达到的。第一步是收集

关于某个特定问题的大量观点陈述。任何含糊不清、不明确、有歧义

的陈述，或者持相反态度的人可能会同时赞同的陈述，立刻被放弃。

然后，由一组鉴定者根据这些陈述所表达的对问题的赞同或者不赞同

程度，但不考虑鉴定者自己的态度，将剩余的陈述划分为11个类别。

这些类别因此构成了一个量表，量表涉及关于特定问题的观点，从非

常赞同，中性，再到极端不赞同。通过将所有鉴定者的评分进行列

表，从而有可能计算出每个陈述的量表值（陈述的平均量表值），以

及鉴定者对它的位置表示赞同的程度（评定的分布）。最终量表所选

择的那些陈述具有很高的鉴定者一致性，并且沿着连续体分布在彼此

相对等距的位置上。因此，一个人对某个特定问题的态度，可以从他

对这套最终量表项目的反应中获得。

利克特的累积评定法。瑟斯顿量表在应用上的缺陷之一是，它的

编制非常费力和耗时。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利克特发展出了一种不同

的技术，运用这一技术能够相对容易地形成一个同等可信的态度量

表。利克特量表由关于某一问题的一系列观点陈述组成。然而，与瑟

斯顿量表相反的是，利克特量表通过要求一个人指出对每个项目赞同



或不赞同的程度从而对他的态度进行测量。让这个人在5点反应量表

（非常同意、同意、不确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上，对每个项目

进行评定，从而测量了他的态度。一个人的态度分数就是他每个项目

评分的总和。以下是一个单一量表项目的例子。

A.“判处一级谋杀的罪犯死刑是一件好事”

利克特假设，量表中的每个陈述在同一态度维度上是一个线性函

数。这一假设是对个人单个项目得分累加（或者说得更正式一些，对

所有评定求和）从而得到最终分数的基础。这一假设的更进一步意义

是，量表中的项目必须与一个共同的属性有高相关，因此各个项目相

互间有了高相关；这一点与瑟斯顿量表相反，在瑟斯顿量表中，各个

项目是独特的和独立的。需要指出，利克特从未假设过量表值是等距

的。例如，“同意”与“非常同意”之间的差异很有可能远远大于了

“同意”与“不确定”之间的差异。这就意味着利克特量表能够提供

关于人们在一个连续体上态度排序的信息，但是它无法准确地指出不

同态度之间可能多么接近或者相差得多远。



利克特量表的编制方法与瑟斯顿最初收集和编辑大量观点陈述的

过程相似。然后，由一个被试样本根据他们自己对这些陈述的意见在5

点反应量表上对剩余的陈述进行评定。这一点与瑟斯顿的技术相反；

在瑟斯顿的技术中，由受过专门训练的鉴定者来做出评定，鉴定者做

出评定的依据是陈述在连续体上所处位置这种相对客观的标准，而非

个人的观点。利克特量表由那些最大限度区分出总分最高与总分最低

的被试样本的项目所组成。

格特曼的量表图分析法。第三种量表编制技术基于这样一种假

设：可以通过在“接受的困难性”这一连续体上排序的一套陈述，对

一个单独的和单维的特质进行测量。也就是说，陈述是从能被绝大多

数人轻易接受到几乎不被人所认可。此类量表的项目是可累加的，因

为对一个项目的接受意味着个体接受那些更小量级的（那些更容易被

接收的）所有陈述。在一定程度上这一假设是正确的，如果知道了个

体所能接受的最困难的陈述，那么就可以预知他对其他陈述的态度

了。这类量表的一个示例如下：

为了获得一个表述单一维度的量表，格特曼向被试样本呈现一套

初始项目，并且记录他们在何种程度上按照特定回答模式对项目作

答。这些特定回答模式，被称作标量类型（scale types），遵循一个

特定的阶梯形顺序。被试可能不会接受任何一个项目（得分为0），可



能只会接受项目A（得分为1），也可能会接受项目A和B（得分为2），

甚至还可能会受项目A、B和C（得分为3）等等。如果被试做出了非标

量反应模式（nonscale response pattern）（例如，只接受项目C而

不接受其他更小量级的项目），那么就认为他犯了一个或者更多的反

应错误。通过分析所犯反应错误的数量，格特曼能够确定这套初始项

目在何种程度上反映了单一属性（即它们的可测量性达到了何种程

度）。通过删除糟糕的项目和对被试样本重测，直至形成一套可测量

性较好的项目，这样就获得了最终量表。

于是，通过使个体选择出量表上所有他可接受的陈述，就可以测

量出个体的态度。各种格特曼量表被用在了关于态度卷入的研究中，

以决定人们接受与拒绝的范围（见第6章）。最后的得分是在相应标量

类型上的分数，或者最接近于其反应的标量类型上的分数（如果个体

做出了非标量反应模式）。后一种计分程序表明，我们几乎不可能开

发出一个完美的单维量表。这可能是因为人们的实际反应不是基于那

个假定的单一维度，而是基于一个不同的维度或多个维度。

奥斯古德的语义区分技术。上述三种方法都是通过使人们指出自

己对各种观点陈述的赞同程度来对态度进行测量。与这一途径相反，

奥斯古德通过关注人们对一个单词或者概念所赋予的意义来研究态

度。这一技术所暗含的一个基本假设是，存在着一个维度数量未知的

语义空间，任何词语或概念的意义都可以表述为这个语义空间的一个

特殊点。奥斯古德的方法是，让人们在一套语义量表上对一个特定概

念进行判断。这些量表由以中性为中点并包含了七个可辨别等级的成

对反义词所构成。例如，通过让某个特定的人在一套语义量表上对

“核能”进行评定，可以获得“核能”这一概念对这个人的意义。



对由这种方法收集到的评定进行分析，可以揭示人们在刻画他们

自己经验时用到的特殊维度、视作意义相同或不同的概念类型，以及

对特殊概念所赋予的意义强度。奥斯古德自己的研究表明，人们在判

断概念时主要会用到3个独立维度（Osgood et al.， 1957）。他将这

些维度称为评价因素（例如好—坏）、潜力因素（例如强—弱）以及

活动因素（例如主动—被动）。尽管这一方法能够提供许多关于概念

的信息，但是一个人所赋予概念的意义如何与其态度发生关联，却完

全不清楚。

实验中的单一项目量表与少量项目的量表。在大多数关于态度或

态度改变的研究中，特别是实验室研究中，态度测量只由单一或少数

几个项目组成。通常，测量使用利克特量表形式，而不是系统化地编

制多项目的问卷。例如，在一项说服研究中，在说服信息呈现后紧接

着出现的第一个项目，复述了信息的结论，并要求被试在利克特量表

上就他对信息的赞同程度进行评定；评定可能会是5点、10点、甚至30

点或更多点的量表，并且会在其中一些分数处附加描述性的标记。例

如：

大学应该向学生征收每学期50美元的停车费：



也可以运用修正过的语义区分技术。通常所选择的语义量表强调

好—坏这一维度，这一维度最符合把态度作为总体性评价的这一定

义。例如，在聆听了倡导征收学生停车费的信息后，被试可能会被要

求“在以下四个维度上对向学生收取停车费这一想法进行评定”。维

度可能是好的—坏的，明智的—愚蠢的，赞同的—不赞同的，以及有

益的—有害的。在一些情况中，可能会对每个学生的4个评定进行累

加，而最后的总分则被视作这一被试的态度得分。

除了这些常用的方法外，也会使用一些特殊的自评量表。例如，

可能要求被试针对一个态度客体在“喜欢—不喜欢”这一尺度上做出

自我评价。

对自我的态度测量。实际上，不同研究在态度测量的方式上相互

间有很多差异。这种一致性的缺乏引发了解释性和可比性的问题。事

实上，不仅仅是量表或被试反应任务的不同。即使使用非常相似的测

量系统，实验可能也会运用不同的技术来将这些相同的反应转换为定

量导出的自变量。当两项研究要求被试在支持—反对和喜欢—厌恶的

尺度上标注一个点从而给出他的观点时，我们就可以看到后一个问

题。态度的改变可根据以下任何一种测量来加以描述：（1）显示了任

何积极改变的被试百分比；（2）显示了“巨大”、“中等的”、“微

弱的”或者“没有”改变的被试百分比（任意定义的类别）；（3）净

百分比的变化（积极变化减去消极变化）；（4）上述三种测量的任意

结合；（5）改变了的绝对平均尺度距离；以及（6）实际发生的改变

与可能发生的改变的比值。

态度测量的多样性有其积极的一面。首先，如果即使采用了不同

的测量技术也出现了相似的结果，那么我们能够更加自信地认为，这

些结果是有效的和可推广的——所研究的自变量确实以观测到的方式

对态度产生影响（Campbell&Fiske，1959）。如果只以完全相同的方



式对因变量进行测量，那么有可能是测量程序自身导致了所观察到的

结果。其次，精心挑选和开发的态度测量（即使是由少数项目构成的

量表）相互间在得分上通常具有高相关，这暗示着它们所测量的是态

度的相似方面。第三，我们注意到，不同研究者和不同研究可能不会

恰好全都关注于同一态度构想。例如，一些理论阐述或应用研究问题

可能主要关注于作为信念和认知总体的态度，而其他理论阐述或应用

研究问题可能主要关注态度的情感成分。在前一种情形中，瑟斯顿量

表可能最为合适；而在后一种情形中，在喜欢—厌恶和好—坏尺度上

的评定可能正合我们所需。两者关注的内容都与态度有关，但是无论

在概念上还是在操作上，测量都不相同——它们本不该相同。

对态度系统其他成分的测量

在本书的各个章节中，我们看到了对由个体态度导出的实际行为

进行测量的各种案例。例如，在一些说服研究中，实验者能够向被试

提供机会，使其按照说服信息所灌输的新态度来行动：签署请愿书、

献血、购买产品或者做出信息所推荐的其他一些反应。在依从与认知

不协调的研究中，研究者观察了诸如购买彩票、对另一个被试撒谎以

及公开拒绝团体决策等行为。当的确无法对行为进行观察时，研究者

可能会测量通常与未来行为有关系、但却不是绝对相关的行为意向

（见第1章和第5章）。研究者可能会要求被试在数值量表上评定出他

们有多大的可能性会做出某一行为（例如，购买产品或者戒烟）。

近年来，社会心理学家对测量态度系统中认知成分的兴趣日渐增

长。一项通常被用于说服研究中的常用技术是观念枚举法

（ thought�listing method ） （ Green�wald ，  1968；

Petty&Cacioppo， 1981）。被试在聆听或阅读信息后，被要求写下他

们自己所能想到的任何与所探讨的问题和信息有关的想法。要求被试



把他们的想法分类为“单独的观念”，并且发给他们一套被分隔为多

个部分的答题纸，让其在纸上逐一写下自己的想法。这一任务有时间

限制（通常是3分钟）。稍后，两个或更多的评判者对这些想法进行评

分和分类（评判者们从不知道被试所处的实验条件）。依据实验关注

焦点的不同，可以对每个想法进行各种不同的分类，包括赞成还是反

对信息的立场，是反映了信息的内容还是被试自己产生的想法，是与

信息本身有关还是与沟通者有关，等等。通过考察某些种类的想法，

研究者通常能够获知与态度的信念和知识基础有关的大量内容，以及

信息或其他处理如何影响这些心理变量。

根据观念的复杂程度、观念的评价一致性和议题的知识等维度，

可以使用内容分析技术（content analysis technique）来对文章、

团体慎思择宜（group deliber�ation）和其他言语反应进行分析。

反应时测量和生理测量也被用来测量有关态度的概念。人们发出

信号表示赞成或反对简短的态度陈述所花费的时间（称为反应时）被

用来研究态度的可及性以及强度。

生理测量，例如心律和皮肤电反应（与出汗类似），长期以来一

直被用于探究态度系统中的情绪与情感成分。传统的生理测量程序能

够有效地测量出情绪与情感强度的改变，但是无法揭示这些反应所反

映出来的是积极态度还是消极态度。然而近来，研究者们正在研究人

们对社会刺激的一些非常特殊的身体反应，再加上进一步的测试，就

可能揭示出人们对某一社会刺激的真实态度倾向。例如，在一项精心

设计的研究中，研究者观察到，当人们聆听和思考说服性信息时，在

他 们 嘴 周 围 的 面 部 肌 肉 活 动 有 一 些 微 小 但 可 测 量 的 变 化

（Cacioppo&Petty， 1987）。当信息接收者进行反驳时，其面部肌肉

改变是一种模式，而当信息引发了积极、赞同的认知反应时，其面部



肌肉改变又是另一种模式。这一研究建立在有关情绪与面部表情之间

已知的相互关系之上（见第7章）。

总而言之，可以说在态度改变与社会影响的研究中所使用的测量

技术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一些方法比另一些更为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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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斯科特·普劳斯（Scott Plous）是韦斯利安大学的心理学教授。

他以“最高荣誉”从明尼苏达大学毕业，并在斯坦福大学获博士学

位。他还在斯坦福做了两年的政治心理学博士后研究，并在伊利诺伊

大学做了两年的访问学者。



普劳斯获得过多种荣誉，包括国际和平与合作领域的麦克阿瑟

奖，Gordon Allport Intergroup Relations奖，IAAP青年心理学家奖

金，Slusser Peace Essay奖。他所教授的科目是决策与判断、社会心

理学、统计学，以及研究方法。他已经在各类期刊（《今日心理

学》，《心理科学》，《咨询与临床心理学》，《冲突解决》，以及

《应用社会心理学》）上发表了二十多篇论文。

普劳斯现在的研究兴趣集中在有关动物和环境的道德问题上。

1991年，他发表了针对动物权利保护者的大样本调查结果，现在，他

正在编辑一个有关人类社会中动物所扮演角色的专题。除了这些学术

工作外，普劳斯还是大量政治和商业项目的顾问。



主编简介

彭凯平（Kaiping Peng），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 C.

Bekerley）心理学教授，文化与认知实验室主任。北京大学心理学系

客座教授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国际博士导师，国内若干知名高校

兼职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及文化心理学。是具有国际影响的华

人心理学家。



译者简介

施俊琦，浙江桐乡人，北京大学心理学系讲师，博士。主要研究

领域：消费行为学、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



主编的话

社会心理学是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一门社会科学学科，它研

究的是人的心理和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试图探讨人的思想、情感和

行为是如何受到其他人的影响，这些影响包括实际的、想像中的和推

测出来的人际作用。社会心理学家通常思考的问题有：我们如何认识

他人（社会知觉），我们如何与他人打交道（社会互动）以及文化、

社会、团体如何作用于我们（社会影响）等方面的内容。

众所周知，社会心理学研究向来有心理学的、社会学的和符号学

的三种取向，其中心理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更强调实证的研究和对社

会中个体心理的关注。本译丛以津巴多（Philip G. Zimbardo）主编

的“麦格劳-希尔社会心理学系列丛书”为基础，从中遴选出精品（如

《决策与判断》、《自我》、《亲密关系》、《态度改变与社会影

响》、《探索社会心理学》），并在更大的范围内，补充一些在近年

来有广泛影响的社会心理学新著（如汇聚了若干文化心理学经典范文

的《文化心理学读本》等）。

十几年前，香港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彭迈克（Michael Bond）就曾

经说过：“心理学不幸是由西方人创建的，结果，西方的心理学研究

了太多的变态心理和个性行为。如果心理学是由中国人创建的，那么

它一定是一门强调社会心理学的基础学科。”确实，这门学科是我们

中国人有可能做得比其他国家的学者更好的心理学领域，因为我们的

文化几千年来就很强调人与他人、人与环境、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这

些关系正好是社会心理学关注的焦点所在。可惜时至今日，中国的社

会心理学并没有得到它所应有的关注。我们推出这套丛书的目的，一

方面是为了让国内有志于学习、研究和应用社会心理学的各界人士较



为系统地了解当代社会心理学的来龙去脉、重大发现以及最新前沿，

而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通过这套丛书，为推动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发

展以及提高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国际影响贡献绵薄之力。

彭凯平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教授



序一

2002年11月，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将授予

一位经济学家和一位心理学家。这位心理学家就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的丹尼尔·卡尼曼教授。在谈到卡尼曼教授的贡献时，诺贝尔奖评审

委员会特别指出，卡尼曼教授成功地将人类决策和判断的心理学研究

成果带到了经济科学的研究当中，为现代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注入

了新的见解，其贡献是卓著的，也是独特的。

人类的生活充满了判断和决策。从衣食的偏好到学校的选择，从

个人职业的规划到国家政策的制定，人类的判断和决策是其中最常见

的心理活动，也是具有决定作用的影响因素。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

有那么多优秀的心理学家，不管是来自社会心理学、认知心理学、发

展心理学，还是来自文化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工业心理学，都纷纷

涉足这一领域；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社会和人文学科，

不管是经济学、管理学、法学，还是政治学、历史学、哲学，无不从

人类决策与判断的心理学研究中汲取知识和灵感。这也就是为什么诺

贝尔经济学奖会超越常规地在1978年和2002年两次授予研究人类决策

与判断的心理学家的原因。两次获奖的心理学家，一位是赫伯特·西

蒙教授，另一位就是丹尼尔·卡尼曼教授。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赫伯特·西蒙和丹尼尔·卡尼曼的发现，同时

也阐述了决策与判断心理学中很多还没有被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及人

文科学家所认识到的现象和研究发现。可以说，本书80％以上的内容

超出了西蒙和卡尼曼工作的领域，因此可以想像，心理学家对经济学

和其他相关学科的影响还有很多值得发掘的空间。难怪美联储主席格

林斯潘曾经开玩笑地说“所谓的‘新经济’实际上就是心理学”。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两位心理学家都对中国特别友好。早在1981

年，西蒙教授就接受北京大学心理学系的邀请，成为第一个在中国讲

授人类决策和判断的心理学家。那时，年仅19岁的我正是心理系的本

科生，一下子就被这一领域的严谨、生动和奥秘所深深吸引。西蒙的

研究第一次证明决策与判断是人的思维活动，它不是建立在数学和逻

辑基础之上的，而是建立在人的感情、理念和经验的基础上的。他把

决策的原则定义成第一满意原则，也就是说，我们做出决策和判断的

标准并不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最佳选择”，而是建立在人类心理

上的“第一满意选择”。卡尼曼的工作就是在这一基本理论的指导下

找到了那些影响我们非理性选择的因素。

我与卡尼曼教授的第一次个人接触是在1997年的夏天，那是我在

伯克利做教授的第一个星期。一天，有一位慈祥的老人敲开了我办公

室的门，欢迎我到伯克利来工作，并告诉我这间办公室就是他当年工

作过的地方，还说他最想访问的地方就是中国。这位老人正是卡尼曼

教授，而他想访问中国的愿望也终于在7年以后的2004年得以实现。今

年夏天，卡尼曼作为第28届国际心理学联合会的特邀嘉宾来到北京，

在开幕式上做了关于人类决策与判断心理学的主题发言，发言的最

后，他表达了希望看到更多中国心理学家从事决策与判断研究工作的

愿望。我觉得本书的出版和发行是对这位慈祥老人的致敬，也是对他

所表达愿望的呼应。

坐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卡尼曼教授曾经工作过的办公室里，审

阅第一本系统介绍人类决策与判断的心理学教科书的中译稿，我似乎

看到了卡尼曼教授欣慰的笑容。

彭凯平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教授



序二

如果你想知道心理学的热门课题，你只要读一读社会心理学。在

过去的几年中，社会心理学已经成为心理学中了解人类思维、情感和

行为的最重要的研究领域。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越来越多地看见很多以

社会心理学冠名的研究领域。例如社会认知、社会发展、社会学习和

社会人格等等。

社会心理学已经研究了许多复杂的社会问题。作为心理学领域最

新的一批热心人，社会心理学者研究了几乎所有的个人和社会问题

——从心理生理学到和平心理学，从学生的失败归因到艾滋病的预防

教育。可以说，自从美国心理协会前任主席乔治·米勒呼吁心理学家

“把心理学还给人民”，社会心理学家就已经是最早的响应者。

“麦格劳-希尔社会心理学系列丛书”是对许多杰出的研究者、理

论家和工作者多年的辛勤劳动的赞颂。丛书的每一位作者都抱有严谨

的科学态度，和尽可能把科学的信息传达给教师、研究人员、学生和

普通民众的教育意愿。丛书的目的是尽可能地反映社会心理学的广泛

领域，每一项选题都具有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使用这些书的教师可以

将这套丛书作为基础课程的参考读物，或者是以这套丛书作为更深入

地钻研某些课题的参考资料。

正如认知心理学家发展了决策研究的前沿课题，例如揭示了决策

的“理性人”假设模型的局限性，社会心理学家已经把这项研究推广

到了新的领域和方向。在这部新的创造性的作品当中，斯科特·普劳

斯向我们展示了决策与判断的社会心理学分析如何帮助我们处理日常

生活中的普通问题。普劳斯不仅把这些复杂的研究问题变成了通俗易



懂的阅读材料，而且他还提出了许多新奇的洞见、有价值的新概念和

有意义的结论。

我相信读者也会发现最令人高兴的是，这本书很巧妙地融合了高

水平的学术探索和把复杂的学术思想巧妙地传输给包括本科生到商业

和卫生界的专业人士直到国家级的民意领袖的技巧。这本书充满了幽

默感，对老的思想的新的解释，批判性思维的练习，从而把许多通常

不相关的材料整合成了一本令人遐思发人深省的好书。可以说，从来

还没有一个年轻作者的第一本著作能在一个重要的课题上对这么多的

人产生如此大的影响。

菲利普·津巴多，丛书主编

斯坦福大学



前言

今天，美国人可以在超市挑选25000多种商品，他们也可以阅读将

近11000份杂志和期刊，他们还可以选择收看50多个电视台的任何一个

频道（Williams， 1990年2月14日）。一句话，他们面临着一系列令

人头疼的选择。

人们究竟是如何做出决策的？他们又是如何畅游在信息的海洋中

而不被淹没？什么原因导致他们做出某种决策？

本书试图对这些问题做出初步的回答。本书的对象是希望了解决

策与判断心理学的基础知识的非专业人士。它着重的是实验结果而不

是心理学理论，是出人意料的结论而不是猜想，是对研究的描述而不

是数学公式。一句话，这本书是想要大家高兴而且思考，同时也是为

了传播和普及心理学的知识。

本书共分6部分，前两个部分主要介绍决策与判断的基本要素，包

括知觉、记忆、情境和提问方式。第三和第四部分主要介绍决策的经

典模式，并与最近有关判断偏差的新模式做对比。第五部分探讨由团

体做出的判断和关于团体的判断。第六部分讨论决策与判断的一些常

见的陷阱。每一章都设计成能够单独成立的专题，所以读者可以自由

地跳跃不同的章节或随意地安排阅读顺序。

本书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第1章之前的读者调查，这个调查的

问题是根据以后章节中涉及的研究问题改编和复制而成的。一旦你完

成了这个调查，你就可以将你的答案与原来的研究中人们的反应做比

较。有的时候你的回答可能与他们的反应相似，有的时候可能不一

致。但是，无论何种情况你自己的决策与判断早已记录在案。由于你



对读者调查的回答都将在本书中得到充分的讨论，所以，在你阅读任

何其他章节之前完成这个调查是很重要的。

对许多不熟悉心理学的读者来说，本书中使用的一些术语和实验

方法可能看起来有些粗鲁和不仁道。比如说，实验的参加者通常被称

为被试。还有，在有些实验程序中，研究的参与者故意被误导以至于

他们不知道研究的真正目的。还有些研究结果将我们人类描绘成会产

生严重的偏差和错误的决策者。

这些关注很重要，值得我们在此做出说明。

第一，我们使用术语“被试”的原因是它比其他词汇，例如人或

个人更为准确，同时又不像参加者或自愿者拗口。被试这个词在心理

学中是一个常用的概念，在本书中也使用得很普遍，但它并不意味着

心理学家将实验的参与者看做非人类的物体。事实上，大多数心理学

研究的真正被试并不是实验的参与者本身，而是参与者的行为。

第二，有些心理学研究利用误导往往是有其特殊的原因。在很多

时候，被试都会读到很模糊的或者是误导的故事，这样的话他们的行

为就不会受到实验真正目的的影响。比如说，一项关于群体动力学的

研究中，一开始可能会告诉被试研究的目的是关于学习和记忆，这样

的话他们就不会过分地关注他们群体内部的差异。在有些情况下，误

导的使用是为了产生一般情况下不可能产生的特殊情形。例如，一项

有关创造力的研究的实验可能会将被试随机分为两组，一组会得到他

们解决问题的能力的正面反馈，另一组得到负面反馈。如果被试事先

知道他们会被随机分配这种不同的情况，那么反馈的差异就失去了意

义。

当然，我们有很多理由反对在研究中使用误导（Warwick， 1975

年2月），但我们必须指出，美国心理协会（1989）早已经推出了一整



套保护被试的原则。这些原则要求被试要得知足够的信息，要征得他

们的同意。误导只能是研究的最后手段，被试也不应当受到伤害或感

到明显的不舒适，被试也应该有随时退出实验的权利。被试的材料信

息要高度保密，任何的误导在实验之后都应该加以澄清和解释。大多

数大学都要求其研究人员严格遵守这些规定。

最后，相对于成功，心理学家更关注偏差和误差还存在其他的原

因。其中一个最简单的原因就是这样的研究就是多一些（Kahneman，

1991）。许多学术期刊愿意发表与我们的常识相违背的研究结果，故

此，所发表的很多研究都是有关决策失误而不是决策成功。从这个意

义上讲，专业期刊和报纸及杂志没什么两样，它们都偏好令人意外和

令人着迷的消息。根据一项估计（Christensen-Szalanski&Beach，

1984），学术期刊引用关于错误推理的研究的数目大约是引用有关成

功推理研究数目的6倍。由于本书是有关决策与判断研究的入门教材，

于是它很自然地反映了学术界的偏好。

有关为什么我们如此关注人类的弱点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决策与

判断的失败通常比成功更有启发性，即使成功是普通的原则。本书着

重讨论偏差和误差，并不是要说明人类是不好的决策者，而是说明决

策与判断的失败经常能够揭示决策的过程，就像汽车的失败往往能够

揭示汽车是如何运转的。正如尼斯比特（Richard Nisbett）和罗斯

（Lee Ross）所解释的：这种研究方式是“建立在类似于错觉或思维

障碍研究的前提之上，这就是说知觉结构和过程的本质能够通过它们

所产生的误差所揭示”（1980， p.xii）。

当然，对误差的强调还有容易应用的优势。一旦你能够发现引起

某种偏差和误差的环境，你就可以避而远之或者是提前预备对策。为

了帮助你找到对策，本书包括了很多来自医学、法律、商务、教育和

核控（本人的专长）和其他领域的一些具体的例子。由于本书所描述



的研究非常的普通适用，因此我决定向还不熟悉决策与判断研究的读

者保证：如果能够有效地应用本书所描述的结果，你就会更好地避免

决策偏差、误差和陷阱，而且你将会更好地理解他人所做的决策。

斯科特·普劳斯



读者调查

在读这本书之前，请务必完成这一问卷。这样，你才不会在做这

个测验时因为受到本书内容的影响而产生判断上的偏差，也不会有

“我早就知道这一切”效应存在（本书第3章将讨论）。如果你不想在

书上直接做，你可以选择做在一张纸上，并把它当做书签。

1.琳达是一位31岁的单身女性，坦率直言，而且非常聪明。她主

修哲学，在念大学时对歧视、社会公平等问题非常感兴趣，而且积极

参加了反核示威游行。你认为以下哪个选项最符合对琳达的描述：

□　琳达是一个银行出纳员

□　琳达是一个银行出纳员，而且是一个积极的女权运动参与者

2.如果面临以下情况，你将会选择哪一种情形？

□　肯定（百分之百的概率）会输掉50美元

□　25％的概率输掉200美元，75％的概率什么也不会输掉

3.约翰是一个嫉妒心强、顽固、挑剔、冲动，但勤勉、聪明的

人。从总体上来讲，你认为约翰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情绪化的人？

（划圈选择）一点也不情绪化　1　2　3　4　5　6　7　极端情绪化

4.吉姆是一个聪明、灵巧、勤勉、热心、坚定、实际而且谨慎的

人。你认为他最有可能具有以下哪些特征？

在每组中选择一个特征：



大方——小气

不快乐——快乐

易怒的——脾气好

幽默——乏味

5.以下这个问题只针对大学生：与和你同年龄同性别的大学生相

比，以下事情发生在你身上的可能性有多大？请就每一事件选择你认

为可能的概率。

a.出现酗酒问题

□　更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是60％以上

□　更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是40％

□　更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是20％

□　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与不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是相等的

□　更可能不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是20％

□　更可能不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是40％

□　更可能不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是60％以上

b.将拥有自己的家庭

□　更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是60％以上

□　更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是40％



□　更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是20％

□　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与不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是相等的

□　更可能不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是20％

□　更可能不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是40％

□　更可能不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是60％以上

c.毕业后的起薪超过每年15000美元

□　更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是60％以上

□　更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是40％

□　更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是20％

□　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与不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是相等的

□　更可能不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是20％

□　更可能不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是40％

□　更可能不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是60％以上

d.40岁前会得心脏病

□　更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是60％以上

□　更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是40％

□　更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是20％



□　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与不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是相等的

□　更可能不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是20％

□　更可能不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是40％

□　更可能不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是60％以上

6.作为一家航空公司的总裁，你已经将公司的1000万美元投入在

一个研究项目中，目的在于研究一种不能被雷达探测到的飞机，也就

是说，一种隐形飞机。当项目已经完成90％时，另一家公司已经开始

销售隐形飞机。而且，那家公司的飞机在速度和成本方面似乎优于你

们公司生产的飞机。问题是：你应该将剩下的10％的资金继续投入项

目以完成这架隐形飞机的设计制造吗？

□　不会——再继续花钱在这个项目上是毫无意义的

□　会——既然已经花了1000万美元在这一项目中，就应该继续

把它做完

7.在美国，以下哪个原因更可能导致死亡——被飞机上掉下的零

件砸死还是被鲨鱼袭击？

□　被飞机上掉下的零件砸死

□　被鲨鱼袭击

8.以下每对词组中的哪个词更可能是美国常见的死亡原因？

糖尿病——谋杀

龙卷风——闪电



车祸——胃癌

9.考虑以下历史场景：距离超级大国A不远的一个国家在经历了某

些政党制度的变革后，其政府决定扩大与超级大国B的贸易往来。为了

阻止这种政府和贸易制度的改变，超级大国A向这个国家派出军队，并

以军事力量帮助原来的政府复辟。

□　这个超级大国是哪个国家？ □前苏联　□美国

□　你对你所选择答案的确定程度：

一点也不确定　1　2　3　4　5　6　7　非常确定

10.再考虑下一种场景：20世纪60年代，超级大国A向一个周边的

小国发起了突然的军事侵略，企图推翻当时的执政政府。这场侵略失

败了，而且当初的侵略者中，大部分被处以死刑或是监禁。

□　这个超级大国是哪个国家？ □前苏联　□美国

□　你对你所选择答案的确定程度：

一点也不确定　1　2　3　4　5　6　7　非常确定

11.在未来10年中，你认为最有可能发生的事件是：

□　美国和俄罗斯将爆发一场全面的核战争

□　美国和俄罗斯将爆发一场全面的核战争，但一开始两国都不

想动用自己的核武器，只是在卷入了一场局部战争之后，如伊拉克、

利比亚、以色列或者巴基斯坦等国的战争，才被迫动用核武器。



12.将一张纸对折为两半，再对折，再对折，直到对折100次以

后，这张纸有多厚：

□　我认为最有把握的答案是，这张纸有______厚。

□　我有90％的把握，这张纸的厚度在______到______之间。

13.如果算上2月29日，一年之中将会有366个生日。因此，如果一

个小组中至少有两个人是同一天过生日，那么这个小组至少应该有367

个人。如果小组中两个人同一天过生日的概率为50％，那么这个小组

需要______位成员。

14.假设一项对250名神经症患者的研究发现，他们出现头晕症状

和脑瘤的发病频率如下：

A.在这组样本中，要计算头晕症状和脑瘤是否相关，需要上表中

哪些空

格中的数据。

□　左上角

□　左下角

□　右上角



□　右下角

B.从表中的数据来看，头晕是否与脑瘤相关？

□　是　□　否　□　不确定

15.已知一个城市中，八年级学生的平均IQ得分为100。你从这些

学龄儿童中随机挑选了50个人作为样本。第一个被试的IQ为150，你认

为你所挑选的样本平均IQ分值为多少？

答案：____________

16.从总体上来讲，你认为自己是一个性别歧视的人吗？

□　是　□　否　□　不确定

17.如果把世界上所有人的血都装入到一个立方体容器里，这个容

器的宽度将是______。

18.你认为下列哪一个对罗夏墨迹测验的解释最能够预测男性的同

性恋倾向？

（如果你从未听说过罗夏墨迹测验，可以跳过这一题。）

对以下阐述按照从1（最大可能预示同性恋）到6（最小可能预示

同性恋）的顺序排序。

______性别模糊的体态

______同时具有男性和女性特征的体态

______臀部或者肛门



______生殖器官

______扭曲怪异的体态

______女性打扮

19.“记忆与大脑中的的存储器相关，我们将一些东西存储进这个

容器，等到需要的时候再将它从这个容器中取出。有时候，一些东西

会从这个容器中漏掉，这时候我们就会忘记一些东西。”你认为这一

描述是否很恰当地描述了记忆的加工方式？

□　是　　□　否　　□　不确定

20.一个人以60美元的价格买了一匹马，又以70美元的价格售出。

然后他以80美元的价格买进，尔后又以90美元的价格出售。在买马卖

马的过程中，他一共赚了多少钱？他在交易最后赢得了______美元的

利润。

21.（1）Absinthe（苦艾）是一种：

□　烈酒　□　一种宝石

（2）你对你的答案有多大把握？

0.5　0.55　0.6　0.65　0.7　0.75　0.8　0.85　0.9　0.95　

1.00

22.不用仔细计算，在5秒钟之内给出这个式子的估计答案：

8×7×6×5×4×3×2×1=______



23.假设你正在考虑是否给你的某项财产上保险以预防可能发生的

损失，如火灾、失窃等。在计算过风险和保费以后，你发现在购买保

险和不购买保险之间并不存在什么差异。

这时候，保险公司推出的一种名为概率保险（probabilistic

insurance）的新保险计划引起了你的注意。在这一保险计划中，你开

始只需支付一半的保费。而一旦发生损失，有50％的概率你可以付清

另一半保费以获得全部赔偿；有50％的概率你只能拿回已付的保费并

自己承担所有损失。

比如说，在一个月的某个奇数日子发生了一次事故，你可以付清

另一半保费从而获得全部赔偿；而如果这一事故发生在这个月的偶数

日子里，你将会得到已付的保费，但必须自己承担所有损失。

请记住，获得全部赔偿的保费并不能够带来额外收益，只是刚好

与成本相当。

在这种情况下，你会购买这种概率保险吗？

□　会　□　不会

24.假设你在参加过的各种考试中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而别人参

加了类似考试却并未获得好成绩。你对此会得出什么结论？（选择一

个与你所想的最接近的答案）

□　解释A：这些考试可能都比较简单

□　解释B：其他人的能力可能比较弱

□　解释C：我要么是善于考试，要么是对考试材料掌握得非常之

好



在接下来的几页中，你可能需要回答以下问题。请仔细阅读这些

问题，并继续做完这份读者调查：

蚂蚁吃了桌子上的甜果冻

蚂蚁在厨房

蚂蚁吃了甜果冻

厨房里的蚂蚁吃了桌子上的果冻

果冻放在桌子上

厨房里的蚂蚁吃了果冻

25.如果你面临以下选择，你会选择哪一个？

□　肯定会获得240美元

□　25％的概率获得1000美元，75％的概率什么也得不到

26.如果你面临以下选择，你会选择哪一个？

□　肯定会输掉750美元

□　75％的概率输掉1000美元，25％的概率什么也不会输掉

27.你认为现在国家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28.（1）你会选择下列何种赌博方式？

□　肯定会获得100万美元



□　10％的概率获得250万美元，89％的概率获得100万美元，1％

的概率什么也得不到

（2）你会选择下列何种赌博方式？

□　11％的概率得到100万美元，89％的概率什么也得不到

□　10％的概率获得250万美元，90％的概率什么也得不到

29.假设有两个装满了扑克牌（Poker chips）的容器。第一个容

器里有70％的扑克牌是红色的，30％是蓝色的。而第二个容器里，

70％是蓝色，30％是红色的。假设你随机选中了其中一个容器，并从

中随机抽出12张扑克牌，其中有8张是红色的，4张是蓝色的。那么你

抽中的容器是那个装有更多红色扑克牌的容器的概率是多少？

30.这是一个公平的掷硬币游戏。在这个游戏中，如果出现字的那

一面，游戏便结束。游戏结束后，你将获得2K美元。K代表出现字之前

掷硬币的总次数。也就是说，如果第一次掷硬币时就出现字，你将会

得到2美元，如果掷两次硬币才出现字，你将获得4美元，如果掷三次

硬币才出现字，你将获得8美元。总的来说，也就是

直到出现字时掷硬币的总次数：1　2　3　4　5　…　K

你将获得的美元：2　4　8　16　32　…　2K

你愿意付多少钱来玩这个游戏？

31.一个公平的掷硬币游戏。一共掷了三次，每次硬币都是头的一

面朝上。如果你要在下一次掷硬币上下注100美元，你会赌哪一面朝

上？

□　头　□　字　□　没有偏好



32.将下面的线1、2、3和线A做比较。哪根线和线A一样长？

□　线A和线1一样长。

□　线A和线2一样长。

□　线A和线3一样长。

33.在下面的句子中，字母f出现了多少次？

These functional fuses have been developed after years of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of electric phenomena ，  combined



with the fruit of long experience on the part of the two

investigators who have come forward with them for our

meetings today.

字母f出现了______次。

34.不要回头看前面的内容，请指出下列句子是否曾出现在你刚才

所读到过的句子中。并用5点量表来衡量你对自己的答案的肯定程度，

1代表肯定程度很低，5代表肯定程度很高。

（1）蚂蚁吃了桌子上的果冻

□　出现过　□　没有出现过

肯定程度：______

（2）厨房里的蚂蚁吃了桌子上的甜果冻

□　出现过　□　没有出现过

肯定程度：______

（3）蚂蚁吃了甜果冻

□　出现过　□　没有出现过

肯定程度：______

35.假设高中时期的测验分数在一定程度上与大学学业成绩

（GPA）相关。给定下面的百分比分布，如果一个学生在高中测验中得

分为725，你预测他的GPA会是多少？



你预测这个学生的GPA是______

36.假如你投了某个候选人一票，这是否会改变你对他胜出本次竞

选的概率的判断？

□　会　□　不会　□　不确定

37.考虑以下两种结构A和B：



一条路径将结构中第一排的X和最后一排的X连接起来，并通过这

中间每一排的一个X（注意每一排只有一个X被通过）。也就是说，结

构A中的路径通过了3个X（3排X，每排1个），结构B中的路径通过了9

个X（9排X，每排1个）。在上图中，每种结构我们都已经给出一条路

径的例子。

（1）哪种结构中，存在3条以上的路径？

□　结构A　□　结构B

（2）结构A中大概有几条路径？

（3）结构B中大概有几条路径？



38.以下关于X和O的排列，你认为哪种排列更类似于随机排列（比

如像掷硬币一样）？

□　XOXXXOOOOXOXXOOOXXXOX

□　XOXOXOOOXXOXOXOOXXXOX

39.假设以下四张牌一面是字母，而另一面是数字。某个人告诉

你：“如果某张牌的一面是一个元音字母，那么它的背面一定是一个

偶数。”你需要翻开下面哪张牌来检验这个人说的话是否正确？

□　E



□　4

□　K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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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知觉、记忆和情境

不依赖于情境的决策是不存在的。我们所做出的决策与判断都取决于我们看待和解释

这个世界的方式。因此，本书的第一部分将讨论，我们的决策与判断如何受到选择性知觉、

维持认知一致性的压力、记忆偏差布鲁纳以及情境变化的影响。

第1章　选择性知觉

“我们不是先看见再定义，而是先定义再看见。”

——沃尔特·李普曼（引自Snyder&Uranowitz， 1978）

看看你眼前的东西。现在，再看看你的双手，再看看本书的封

面。你所看到的东西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你的预期所决定的？

如果你所看见的和大多数人一样，那就意味着你的知觉在很大程

度上受到了你的预期的影响。即使对于一些近在眼前的东西的观察也

很难不受已有观念的影响。你也许会认为，自己看待事情是完全没有

偏差的。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要避免知觉偏差几乎是不可能

的。事实上，人们会选择性地去感知那些他们所期望和愿意看到的事

物。

黑桃之所以被称为黑桃

杰米奥·布鲁纳和利奥·波斯特曼（ Jerome Bruner&Leo

Postman）于1949年发表的实验是关于选择性知觉的最早和最著名的实

验之一。在这一实验中，他们利用视觉记忆测试镜向被试出示5张牌，

每展示完5张牌为一个系列。视觉记忆测试镜向被试出示这5张牌时，



会有很短的间隔时间，不同系列的间隔时间从十毫秒到一秒钟不等。

他们向被试展示的牌与本书封面上的牌类似，请注意看一下这些牌是

什么。

你是否注意到了这些牌独特的地方？如果只是不经心地扫一下封

面，大多数人不会发现，其中一张牌的牌面是由3个黑色的心形组成。

布鲁纳和波斯特曼的实验也发现，被试需要四次以上的展示才会意识

到这张牌与普通牌的不同之处。而且他们发现，大多数人对于这种不

协调的反应可以归为四种：支配、折衷、分裂和再认。

布鲁纳和波斯特曼认为，“知觉性否认”是引起支配反应的主要

原因。比如，当看到这张有3个黑色心形的牌的时候，人们会非常肯定

地认为，这张牌要么是正常的红心，要么是正常的黑桃。在第一种情

况下，形状是占支配地位的，颜色被预先的期望所同化。而在第二种

情况下，则是颜色占支配地位，形人）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这种支配

反应。

另一个反应则是折衷。例如，实验中一些被试将一张有6个红色桃

心的牌看成了有6个紫色桃心或6个紫色心形的牌。另外一些人则将一

张有4个黑色心形的牌看成有4个带灰色桃心的牌。还有一些人将一张

有6个红色梅花的牌解释为“被红色亮光照亮的梅花牌”（实验中的被

试都是在视觉记忆测试镜上看这些牌的）。在布鲁纳和波斯特曼的实

验中，有一半的人和11％的人分别对红色的牌和黑色的牌做出了这种

折衷反应。

人们对这种不协调现象的第三种反应是分裂。如果反应是分裂

的，人们将很难获得任何一种形式的知觉。分裂反应很少出现，然而

一旦发生，其结果是非常戏剧化的。例如，一个被试声称：“我不知

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甚至不确定这些是否是扑克牌。”同样，另一

个被试说：“我辨认不出这些花色来，不管它们是什么，这甚至不像



一张扑克牌。我现在不知道它是什么颜色，也不知道它究竟是黑桃还

是红心。我现在甚至不确定黑桃到底是什么样的，我的天呀！”

最后一种反应是再认。但有时候即使被试意识到了有什么不对的

地方，他们仍然说不清楚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在完全弄明白这些牌

的错误之前，已经有6个被试开始意识到这些牌上面的标志的位置有些

奇怪。例如，一个被试在看到那张有6个红色桃心的牌时，他认为这些

标志只是被倒转了。而另一个被试在看到那张有4个黑色心形的牌时则

认为，这种不协调完全是由黑桃的放置引起的。

这些结果都表明，预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知觉。布鲁纳

和波斯特曼认为：“我们的知觉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的预期所

决定的，这些预期建立在过去和情境的基础上。”当人们对某一特定

情况有了足够的经验时，他们就会看到那些他们所预期看到的东西。

读者调查的第33题就提供了一个有关过去的经验将如何影响现在

的知觉的例子。在这一问题中，读者需要计算下列句子中字母f出现的

次数：These functional fuses have been developed after years

of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of electric phenomena， combined

with the fruit of long experience on the part of the two

investigators who have come forward with them for our

meetings today.

大 部 分 以 英 语 为 母 语 的 人 会 低 估 字 母 f 出 现 的 次 数

（Block&Yuker，1989）。正确的答案是11次（包括出现在单词of中的

4次）。因为习惯于说英语的人会将单词of中的f发音为v，所以相对于

那些没有经验的人来说，他们更难察觉到of中f的出现频率。事实上，

正是过去的经验影响了他们的表现。

强有力的预期



假设你是一名男大学生，你参加了罗切斯大学酒精研究实验室的

一项研究。实验者会告诉你，你所要做的就是喝一杯伏特加和汤尼水

（以奎宁调味的含矿物质饮料）的混合液体。二十分钟后，等酒精充

分进入血液，他们会安排你与实验者的一名女助手交谈，她会想尽各

种办法给你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然后，实验者就会按照你的体重成

比例地混合伏特加和汤尼水，并留下你一个人在房间里面享用这一饮

品。

等你喝完这杯饮品后，一个女助手便会走进你的房间，在椅子上

坐下来，望着你的眼睛。你开始与她交谈。你有多紧张？心跳会有多

快？

特 伦 斯 · 威 尔 逊 和 戴 维 · 艾 布 拉 姆 斯 （ G. Terrence

Wilson&David Abrams）于1977年做了这一实验。他们发现，不管酒精

是否真正被充分吸收了，相对于那些认为自己只是喝了一杯汤尼水的

被试来说，那些认为自己喝了一杯伏特加和汤尼水的混合液体的被试

的心跳速率增加得更少一些。也就是说，被试是否摄入了酒精对心跳

速率其实并没有什么大的影响，真正影响他们心跳速率的是，他们是

否相信自己摄入了酒精。由此证明，相对于血液中化学成分的实际变

化来讲，心理预期有着更重要的影响。

戴维·麦克米伦等人（David McMillen， Stephen Smith，

&Elisabeth WellsParker， 1989）进一步延伸了这一实验。他们采用

了和威尔逊相似的实验方法，随机安排大学生饮用酒精饮料和非酒精

饮料。而在实验之前，通过一些测定手法预先将被试分为两组：一组

是高程度的“刺激寻找者”，即更偏爱冒险的一类人；另外一组则是

低程度的“刺激寻找者”，也就是更加谨慎小心的一类人。喝完饮料

的半个小时后，被试开始玩一个视频游戏。在游戏中，他们会沿着一



条公路开车，并可以加速超过其他车辆。被试被告知，当他们玩这个

视频游戏的时候，要想像成他们是在现实中开车。

麦克米伦和他的同事们发现，不管被试是否真的喝了酒精饮料，

那些认为自己喝了酒精饮料的高程度“刺激寻找者”改变车道的次数

和超车的次数要明显多于那些认为自己没有喝酒精饮料的高程度的

“刺激寻找者”。与此形成对照的是，那些认为自己喝了酒精饮料的

低程度的“刺激寻找者”则比那些认为自己没有喝酒精饮料的低程度

的“刺激寻找者”更加谨慎小心。一些实验表明，在吸食大麻的人群

中同样也存在这种很强的预期效应（Jones， 1971）。

在以上所介绍过的实验中，人们的知觉都受到了已有信念和预期

的强烈影响。心理学家将这些影响称之为“认知”因素。实际上，知

觉不仅仅受到人们的预期的影响，也受到了其愿望的影响。那些与希

望、欲望以及情感等因素相关的影响被称为“动机”因素。本章余下

部分将讨论，在选择性认知中，动机因素与认知因素是如何交互作用

的。

什么时候挑起了争端

1951年11月23日，达特茅斯学院与普林斯顿大学的橄榄球队在普

林斯顿大学的帕尔默体育场进行了一场比赛。开球才一会儿，球场上

的形势就表现得相当混乱。普林斯顿的一个明星球员，那个刚刚上过

《时代》杂志封面的家伙，被打断鼻子后离开了球场。过了一会儿，

达特茅斯的一个球员也带着一条伤腿离开。最后，普林斯顿赢得了比

赛。但比赛结束前双方都得到了同样多的黄牌和红牌惩罚。

比赛结束后，双方都怒气冲冲、互相指责，并不断发表有关对方

的苛刻评论。例如，比赛结束四天后，《普林斯顿日报》（Daily



Princetonian，普林斯顿学生创办的一份报纸）的一名记者宣称：

“观众们从来都没有看过如此糟糕透顶的表演——所谓的体育比赛。

两个队都有错，但责任主要还是在达特茅斯队。普林斯顿队明显强于

达特茅斯队，而且根本犯不着与达特茅斯队动粗。”就在同一天，

《达特茅斯》（本科生报纸）指责普林斯顿的教练一直在向球员们灌

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思想。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这场

关于发生了什么以及谁该负责的激烈争论在普林斯顿和达特茅斯学生

中间愈演愈烈。

这场混战引起了达特茅斯一个叫艾伯特·哈斯托夫（Albert

Hastorf）的社会心理学家和普林斯顿的哈德利·坎特里尔（Hadley

Cantril）的研究员的注意。他们利用这场混战，于1954年做了一项有

关选择性知觉的经典实验。

实验开始时，他们向163名达特茅斯学生和161名普林斯顿学生询

问以下问题：“从你观看比赛现场或是比赛录像，又或者从你所读过

的东西来看，你认为哪支队伍最先挑起了争端？”不出意料的是，哈

斯托夫和坎特里尔发现，达特茅斯学生和普林斯顿学生的反应存在明

显的差异（discrepancy）。达特茅斯学生中有53％的人认为双方都有

过错，只有36％的人认为是由达特茅斯队挑起的这场争端。而普林斯

顿的学生中有86％的人认为是达特茅斯队挑起的争端，只有11％的人

认为双方都有过错。

哈斯托夫和坎特里尔开始思考，产生这种看法上的差异究竟是因

为达特茅斯和普林斯顿的学生真的观看了不同的比赛（录像），还是

因为他们虽然观看了同样的比赛却从不同的角度去解释所看到的事

实。为了研究这一问题，他们在两所大学又找了一组学生，让他们观

看这场比赛录像，并记录下他们所注意到的犯规行为。两所大学的学



生都看的是同一个比赛录像，并用同一个评价系统来记录所观察到的

犯规行为。

正如图1.1中所示，实验结果显示出强烈的选择性知觉效应。达特

茅斯的学生观察到，两个队的犯规行为几乎一样多（达特茅斯队为

4.3，普林斯顿队为4.4）。而普林斯顿的学生则观察到，达特茅斯队

的犯规行为是普林斯顿队犯规行为的两倍多（达特茅斯队为9.8，普林

斯顿队为4.2）。双方的知觉差异如此之大，以至于当普林斯顿送了一

份比赛录像的拷贝给一些达特茅斯校友供他们集体观看时，一个曾经

观看过比赛录像的达特茅斯校友发现，他在这部录像中竟然看不到达

特茅斯队的犯规行为。他感到非常疑惑，甚至发了一份电报给普林斯

顿要求其拿出完整的比赛录像。



图1.1　选择性知觉的一个例子（引自Hastorf&Cantril， 1954）

以这些实验结果为基础，哈斯托夫和坎特里尔（1954）得出这样

一个结论：“看上去这个比赛好像是许多不同的比赛——人们常说，

不同的人对于同一件事情有不同的态度。事实上，这种说法是不准确

的，而且具有误导性。因为实际上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每件事情本身

就是不同的，不管它是一场橄榄球比赛，还是一个总统候选人，又或



是胡说八道。”1981年，约翰·洛伊和唐纳德·安德鲁（John

Loy&Donald Andrews）小心地重复了哈斯托夫和坎特里尔的实验，也

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敌意媒体效应

多年以后，罗伯特·瓦伦，李·罗斯和马克·莱珀（Robert

Vallone， Lee Ross&Mark Lepper）扩展了关于达特茅斯-普林斯顿争

端的研究。他们在1985年提出，选择性知觉可能会导致每一党派的人

都认为，大众媒体就某一事件的报道是偏向于其对立党派的。瓦伦、

罗斯和莱珀称这一现象为“敌意媒体效应”。在1980年卡特对里根的

总统选举中，他们第一次对此假说进行了研究。就在选举的前三天，

他们对160位登记的投票人进行了采访，要求他们指出媒体对候选人的

报道是否存有偏见，如果有偏见，那么这种偏见是有利的还是不利

的。他们的研究发现，将近三分之一的回答者认为，媒体报道是存有

偏见的，而且他们认为在这些存有偏见的报道中，有90％是不利于其

支持的候选人。

这些最初的发现引发了他们进一步研究的兴趣。瓦伦、罗斯和莱

珀在1985年进行了第二次研究。他们邀请了68个支持以色列的大学

生，27个支持阿拉伯的大学生和49个持有一般看法或者说是中立的大

学生，一起观看有关贝鲁特大屠杀的一组电视新闻报道片断（1982

年，一系列的阿以冲突导致了在黎巴嫩的Sabra和夏蒂拉对阿拉伯难民

营平民的大屠杀）。这些新闻片断来自面向美国全国播出的十天内的

六个不同的晚间和深夜新闻节目。

瓦伦、罗斯和莱珀发现，每一立场的人都认为新闻报道是偏向对

方立场的。这支持了他们所提出的“敌意媒体效应”。支持阿拉伯的

学生认为这些新闻片断普遍是偏向以色列的，而支持以色列的学生则



认为这些新闻片断普遍是偏向阿拉伯的，中立学生的看法介于二者之

间。另外，支持阿拉伯的学生认为，这些新闻节目本应该责备其他国

家却责备了阿拉伯；支持以色列的学生则认为这些新闻节目本应该责

备其他国家却责备了以色列。

和达特茅斯-普林斯顿事件的研究一样，瓦伦、罗斯和莱珀的研究

也发现，双方的这种争论不仅仅是看法上的差异，也存在知觉上的差

异。例如，就新闻报道中对以色列的评价来说，支持以色列的学生与

支持阿拉伯学生所察觉到的对以色列有利和不利评价的次数是不一样

的。绝大多数支持阿拉伯的学生认为，针对以色列的评价中，有42％

是有利的，只有26％是不利的。而支持以色列的学生却认为，针对以

色列的评价中，有57％是不利的，只有16％是有利的。另外，支持以

色列的学生认为，大部分的中立者在观看这些新闻片断后会对以色列

持有更负面的态度，而支持阿拉伯学生则不这么认为。

瓦伦、罗斯和莱珀的结论是，每一党派的人都会认为，媒体就某

一颇有争议的报道是不公平的，且偏向他们所支持立场的对立面。他

们认为，相似的知觉性偏差也存在于类似调解、仲裁或者其他情况

中。在这些情况中，双方都十分忠于自己所处的立场。这种推断是有

道理的。在第2章我们将会看到，当人们对某一特定原因或者某一特定

过程做出承诺时，他们的知觉就会发生改变，从而与自己的这种承诺

保持一致。

结论

知觉的本质就是具有选择性。即便只是识别一张扑克牌——或是

酒醉的感觉——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认知和动机因素。因此，在做

任何重大决策或判断之前，很值得停下来想一想并问自己一些关键的

问题：我看待事物的方式是否受到了某种动机的驱使？我在看待和处



理问题时是否夹杂了自身的预期？我是否与那些与我有着不同预期和

动机的人交换过意见？通过询问这些问题，决策者可以发现许多能够

引起知觉偏差的认知和动机因素。

第2章　认知不协调

在开展有关选择性知觉的实验之后不久，费斯汀格（Leon

Festinger）于1957年提出了“认知不协调”理论。自20世纪50年代以

来，有关不协调理论的实验进行了许多次，其中许多是心理学领域非

常有名和有趣的实验。下面内森·奥苏贝尔（Nathan Ausubel）的故

事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认知不协调理论，了解这种认知不协调是如何影

响人们的决策和判断的（1948；Deci， 1975， pp.157-158）。

认知不协调理论的一个寓言

有一个犹太裁缝勇敢地在一个反犹太街区开了一家裁缝店。为了

把他赶出这个街区，每天都有一群年轻人跑到他的店门口向他大吼：

“犹太人！犹太人！”

失眠了几个晚上以后，裁缝想出了一个办法。那群人再来他店门

口时，他宣布，任何称他为“犹太人”的人都将得到一毛钱。

得到激励后，第二天这群人更加高兴地跑来大叫：“犹太人！犹

太人！”裁缝微笑着给了每个人五分硬币（他解释说今天只能付这么

多）。这群年轻人还是很满意地离开了，毕竟五分钱也是钱。

接下来的几天，犹太裁缝就只给那群年轻人每人一分钱，并再次

解释他付不起更多的钱。当然了，一分钱不再那么有激励作用，一些

年轻人开始向裁缝抗议。



裁缝再次申明，他不可能付更多的钱，这些年轻人要么拿一分钱

要么就离开。于是，这群年轻人决定离开，临走前还冲着裁缝大叫：

“你只出一分钱，还想让我们叫你犹太人，真是疯了！”

为什么有这样的变化

为什么这群年轻人会“免费”骚扰裁缝，而当裁缝付给他们一分

钱的时候他们却不愿意这样做了？认知不协调理论认为，这是因为人

们往往想要减少或者避免心理上的不一致。当裁缝宣布他很乐意被称

做犹太人并表示愿意为此付钱时，他巧妙地改变了那帮年轻人称呼他

为犹太人的动机，这一动机由单纯的反犹太主义变为了金钱激励。当

裁缝宣布他不再付钱时，他便成功地诱发了一种心理上的不一致状态

（或者说是“唤起不协调”），让这帮年轻人觉得好像是免费地奉承

了裁缝一样。于是，当这群年轻人没有获得足够多的金钱时，他们开

始对自己的行为和目标之间的不一致感到不满（其目标是要骚扰裁

缝，而不是让他过得开心）。

无聊也可以变得有趣

相同的原理在费斯汀格和梅里尔·卡尔史密斯（Merrill

Carlsmith）（1959）的实验中也得到了验证，这一实验是社会心理学

领域最为著名的实验之一。60名男性斯坦福大学学生被随机分配到3种

实验条件下。在“1美元”条件下，每个被试需要完成一项沉闷的实验

任务，然后告诉那些在外面等待的人这是一项很有趣的实验，这样他

们就可以得到1美元的奖励。在“20美元”条件下，每个被试需要做同

样的事情，最后可以得到20美元的奖励。而控制组的被试则只是完成

沉闷的实验任务而已，没有金钱奖励。



这项实验内容是什么呢？首先，在头半个小时之内，学生们用一

只手把12个线轴放到一个盘子中去，然后倒空盘子，再把盘子装满，

如此不断地重复30分钟。然后，在剩下的半个小时中，学生们用一只

手转动小钉板上的48颗钉子，但一次只能转四分之一圈。实验工作人

员对每个被试进行单独的观察，他们只是拿一个秒表坐在旁边，忙于

在纸上做记录。

学生一完成任务，靠在椅背上的实验者就会对他说：

“我想向你解释一下这个实验，这样你就会知道为什么要你做这些事情了……实际

上，有两个小组参加这个实验。在你所处的这一组中，我们会把被试带进屋子里，基本上不

给他任何有关这个实验的介绍……而在另一组中，则会有一个一直受雇于我们的学生。我的

工作就是把他带到隔壁的房间去，被试会在那里等候参加实验（就是你曾经等候过的那个房

间）。我会向被试介绍，这个学生刚刚参加了我们的实验。然后这个为我们工作的学生在与

下一组被试交谈的时候，会告诉他们，这是一个很令人愉快的实验，非常有趣，他自己非常

喜欢这个实验，非常有趣……”

对于控制组中的被试，解释完这些以后，实验者会要求被试评价

他们的实验任务是否令人愉快。而对于“1美元”条件和“20美元”条

件下的被试，实验者会继续向他们解释道：

“这个平时为我们工作的学生今天不能为我们工作了---他刚刚打电话来说有其他要

紧事情要做---所以我们想找一个可以受雇于我们，为我们做这件事情的人。你瞧，现在正有

一个被试在那里等着参加另外一种条件下的实验（看看表）……如果你愿意为我们做这件

事，我们希望雇佣你做这份工作，而且以后如果发生类似的事情，你能够随时受雇于我们。

对于你所做的事情（即现在为我们做这份工作并能够随时受雇于我们），我们会付给你1美元

（或者20美元，视实验设定的条件而定）。你认为你会为我们工作吗？”

所有参加“1美元”和“20美元”实验的被试都同意被雇佣，并告

诉等候在外的被试这是一个很令人愉快的实验。之后，实验者会要求

他们对这项实验任务进行评价。费斯汀格和卡尔史密斯（1959）发

现，在对这个实验的愉悦程度的评价中，“1美元”条件下的被试比其

他两种条件下被试的评价要高得多。



费斯汀格和卡尔史密斯认为，那些只拿1美元却仍然需要对别人撒

谎的被试经历了一种“认知不协调”。根据费斯汀格（1957）的理

论，当人们同时有两种心理上不一致的想法（例如，在一定程度上相

矛盾或是不相容的想法）时，他们就会处于认知不协调状态。在费斯

汀格和卡尔史密斯的实验中，这种不协调的认知是：

1.这项实验任务极端无聊。

2.只是为了1美元，我（本来是一个诚实的人）就告诉其他人这是一项有趣且令人愉

快的实验任务。

同时考虑这两种说法，可以看出，“1美元”条件下的被试为了一

个并不怎么样的理由撒了谎（而在另一方面，“20美元”条件下的被

试同意受雇则显然是为了一个他们认为非常不错的理由：20美元）。

费斯汀格在1957年提出，人们会尽一切可能减少认知不协调感。

他认为，不协调是一种“消极驱力状态（一种令人厌恶的状况）”。

他将这一认知不协调理论作为一种激励理论来进行阐述。根据这一理

论，实验中的被试应该想要减少以上两种想法之间的不一致。

当然，对于第二种想法，被试无法改变多少。事实也的确如此，

被试告诉了其他人这是一项令人愉快的任务，而且他们也确实为此得

到了1美元（另外，他们肯定也不会改变他们对自己的看法，他们始终

认为自己是诚实和正派的人）。而另一方面，关于这项工作是否沉闷

的评价，被试却有较大的回旋余地。他们可以说，沉闷与否视当事人

的感觉而定。

因此，费斯汀格和梅里尔·卡尔史密斯（1959）得出如下结论：

“1美元”条件下的被试在告诉其他人这是一项很令人愉快也很有趣的

实验时，产生了认知不协调感。为了降低这种不协调感，他们对实验

的有趣性评价就相对要高些。而相反，“20美元”条件下的被试对这

个实验的评价就更符合实情，也就是，非常之无趣。这一条件下的被



试不需要刻意去降低不协调感，因为他们为自己的行为已经找到了一

个很好的解释——他们得到了20美元作为“撒谎”的报酬。

自我知觉理论

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对于费斯汀格和卡尔史密斯的实验，出现

了另外一种解释。20世纪60年代中期，心理学家达里尔·贝姆（Daryl

Bem）提出，认知不协调实验中的发现也可以用一种他称之为“自我知

觉”的理论来解释。根据自我知觉理论，不协调实验中的发现与所谓

的不协调无关；相反，它们与人们如何从所观察到的自身行为中推断

自己的信念有关。

贝姆的自我知觉理论建立在以下两个假设之上：

1.人们对自己的态度、情绪以及其他一些内在状态的认识和发现，部分是通过观察自

己在各种情况下的行为来实现的。

2.由于内部线索微弱、模糊和难以解释，人们的自我认识就与外部观察一样，需要推

断得出。

从自我知觉的角度可以这样解释费斯汀格和卡尔史密斯的实验，

“1美元”条件下的被试根据他们只得了1美元却对这个实验做出高度

评价中推断出他们是很喜欢这一实验的（他人也会做出同样的推

断）。另一方面，“20美元”条件下的被试则认为，他们的行为只是

对较高的金钱激励做出了反应。自我知觉理论和认知不协调理论的差

别在于，自我知觉理论是从人们如何推断行为原因的角度来解释实验

结果，而认知不协调理论则是从人们天生所具有的减少内部冲突或不

协调状态的动机的角度来解释实验结果。根据贝姆的理论，费斯汀格

和卡尔史密斯实验中的被试即使没有经历一种不安状态，也仍然会给

出同样的答案。



之后有很多实验对这两种理论进行了比较（Bem， 1972），但对

于哪种理论能够更准确或者说更有用地解释这种“不协调现象”，仍

然没有定论。很多年来，两种理论的研究者们都试图设计出一个能够

得到最终结果的实验来验证他们所支持的理论，但是每一轮实验都只

是引发了对方的新一轮实验。最后只能说，在不同的情境下，两种理

论都是成立的（但是根据心理学的传统，对于两种理论都同样能够解

释的实验，我们都以不协调理论的术语来指代）。

接下来的几个部分将进一步阐明，认知不协调对我们的很多决策

与判断都具有重要的影响。许多引发这种不协调的情境必然是以下两

种情况中的一种：决策前与决策后。对前者来说，不协调（或者说不

协调产生的可能性）影响的是人们所做的决策。而对于后者，不协调

（或者说不协调产生的可能性）是由已经做出的选择引起，而避免或

者减少这种不协调则会影响到以后的行为。

决策前不协调的一个例子

一对父子开车外出，发生了车祸。父亲当场死亡，儿子的情况也

十分危急。儿子很快被送到医院，准备实施手术抢救。当医生走进手

术室见到这个病人后，突然大叫起来：“我不能做这个手术，这是我

的儿子！”

这种情况可能吗？很多人认为不可能。他们的推理是，如果这个

病人的父亲已经在车祸中丧生，病人就不可能是医生的儿子。至少，

在他们想到外科医生可能是病人的母亲之前，他们肯定会这样推理。

如果你一开始不知道这种可能性，而且如果你认为自己没有性别

歧视，那么现在就有一个很好的机会来让你体会到不协调的感觉（请

参见读者调查第16题来判断自我的性别歧视倾向）。而且，根据认知



不协调理论，你会有动机去减少这种不协调，从而表现得比以前更加

反对性别歧视。

1980年，吉姆·舍曼和拉里·戈尔金（Jim Sherman&Larry

Gorkin）便是用这个女外科医生的故事来验证了这一假设。在这个名

为“对待社会问题的态度和解决逻辑问题的能力之间的关系”的实验

中，舍曼和戈尔金将大学生被试随机分配到实验的3个条件中。在“性

别角色”条件下，学生有5分钟时间来回答这个有关女外科医生的题

目；在“非性别角色”条件下，学生同样有5分钟时间来回答一个难度

相当的有关点和线的问题；而在控制条件下，学生不需要回答任何问

题。在“性别角色”和“非性别角色”条件中，实验工作人员会在5分

钟后马上将答案告诉给被试（约有80％的被试在5分钟内未能解决问

题）。

接下来，被试被告知这个实验已经结束，但实验者会给他们一本

小册子，上面是另一本有关法律决策的实验研究（被试被事先告知，

他们将参加“一组无关联的研究项目”）。他们告诉被试，另一项研

究的主要调查者位于印第安纳州的南本德，在他们完成小册子上的题

目后，答案将被装入信封通过邻近的邮局寄往南本德。随后，被试单

独留下来完成这个有关法律决策的小册子。

实际上，这个有关法律决策的实验仍然是本次实验的一部分，也

是为了收集被试有关性别歧视的信息而设的，只是设法不让他们察觉

出它与先前进行的实验之间的关联。被试会读到一个反歧视行动的案

例，在这个案例中，一名妇女宣称她因为性别原因而无法得到一所大

学的教职。然后，被试需要指出，他们认为陪审团的裁决应该是什

么，他们认为这所大学雇佣男性而非女性当教师的做法是否合理，以

及他们对反歧视行动的总体评价。



舍曼和戈尔金（1980）发现，与控制条件下和“非性别角色”条

件下的被试相比，“性别角色”条件下的那些没有能够回答出问题的

被试更加倾向于认定这所大学存在性别歧视，而且这所大学雇佣男性

而非女性当教师的行为是不合理的。另外，他们对反歧视行动政策表

现出更多的支持。也就是说，在发现自己实际上有性别歧视倾向后，

学生试图通过表现得更加“思想开放”来减少这种不协调（或者从自

我知觉理论的角度来说，是为了表现出自己是一个非性别歧视者）。

这种减少不协调的方法被称为“加固”（bolstering），并且已经被

成功地运用于促进节约能源的运动之中。坎托拉、赛姆和坎贝尔（S.

J. Kantola， G. J. Syme，&N. A. Campell， 1984）发现，以前的

频繁用电者在被提醒他们的频繁用电行为以及先前许下的节电承诺

后，显著减少了其用电量。

有关决策前不协调的其他例子

正如安东尼·杜布（Anthony Doob）和他的同事1969年所做的实

验所示，决策前不协调同样可以影响消费者行为。研究者将销售额相

当的折扣店配对，一共12组，然后随机地指定每组内的一家商店以每

瓶0.25美元的价格出售一种自有品牌的漱口水，而组内的另一家商店

则以每瓶0.39美元的价格出售。9天后，以0.25美元价格出售的商店将

价格提高至0.39美元（与组内的另一家商店售价相同）。同样的程序

后来又运用到牙刷、铝箔、电灯泡和饼干上（从总体上来讲，这些物

品的实验结果与漱口水的实验结果相同）。

杜布发现，一开始就以较高价格出售的商店最终售出了更多的漱

口水。在12组商店中，有10组商店呈现了这样的结果，也就是说，一

开始就以0.39美元价格出售漱口水的商店比一开始以0.25美元价格出

售的商店售出了更多的商品。这一结果同样验证了认知不协调理论。



杜布和他的助手以消费者的“适应性水平”和减少不协调的需求

来解释这个实验的结果。他们解释说：“当漱口水以0.25美元出售

时，按这个价格购买商品或是注意到这个价格的消费者便倾向于认为

该商品的实际价值就是0.25美元。他们对自己说，这就是一个0.25美

元一瓶的漱口水。而当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价格上涨到0.39美元时，这

些顾客就会认为商品标价过高，而且他们不愿意再以比原来高出许多

的价格来购买这一商品。”此外，不协调理论认为，当人们为一件事

情付出越多，他们就越认为这件事有价值，而且越有压力为这件事情

继续付出。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购买商品，也适用于为了某一目标而

做出的任何承诺和努力（另一个例子请参见阿伦森和米尔斯于1959年

做的实验）。这一行为的最终结果与第21章将要提到的许多行为陷阱

相类似。

决策后不协调的例子

决策后不协调是做出决策后而不是做出决策前产生的不协调感。

20世纪60年代中期，罗伯特·诺克斯和詹姆斯·英克斯特（Robert

Knox&James Inkster）对决策后不协调的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们在加

拿大温哥华的赛马场采访了141名赌马的人，其中72人在过去的30秒中

已经下了2美元的赌注，69人正准备在接下来的30秒内下2美元的赌

注。诺克斯和英克斯特推测，刚刚已经作出某种行为承诺（下注2美

元）的人，为了减少他们的决策后不协调，会比以前更加强烈地相信

他们所挑选的马最终会胜出。

为了检验这一假设，诺克斯和英克斯特（1968）要求人们用7分制

来评价他们所挑选马匹的获胜概率，1代表最小的获胜概率，7代表最

大的获胜概率。实验发现，那些马上就要下注的人对他们所挑选马匹

的获胜概率的评价平均值为3.48（也就是说，获胜概率与失败概率相

当），而那些已经下注的人的评价平均值则为4.81（也就是说，获胜



的概率更高一些）。他们的假设得到了证实——当做出了2美元的承诺

后，人们会更加相信他们的选择。

这一发现引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投票给某个候选人后你是否对

这个候选人赢得选举更有信心了（请参见读者调查第36题）？1976

年，奥德·弗伦克尔（Oded Frenkel）和安东尼·杜布发表了有关这

一问题的实验研究结果。

弗伦克尔和杜布采用了与诺克斯和英克斯特（1968）类似的基本

实验程序。他们采访了刚刚投过票和马上要投票的选民。在一个实验

中，他们调查的是加拿大某个省的选举，而在另一个实验中，他们调

查的则是加拿大联邦选举。与诺克斯和英克斯特实验结果一样，弗伦

克尔和杜布（1976）也发现：“在两次选举中，相对于投票前的选

民，投票后的选民更倾向于相信他们所选的候选人就是最佳候选人，

而且最有可能赢得选举。”

结论

正如本章开头那个犹太裁缝的故事所表明的那样，认知不协调理

论如果能够好好地被加以运用，将会是一件强有力的武器。有关认知

不协调的研究不仅丰富有趣，而且可以直接应用到许多情境中去。例

如，根据杜布等人（1969）的实验结果，零售商店常常标明某种新引

进的商品正处于促销期，以避免出现消费者适应性效应。同样，许多

政治运动都试图赢得选民的承诺以制造决策后不协调效应（这种策略

有时候被称为“登门槛法”）。在本书后面的章节，我们将讨论有关

认知不协调的一些其他发现和应用。

费斯汀格的学生埃利奥特·阿伦森（Elliot Aronson）是研究认

知不协调的著名教授之一，也是许多不协调实验的早期研究者（有兴



趣的读者如果想了解更多有关认知不协调理论的内容，可以从了解阿

伦森在1969年和1972做的实验开始）。因此，我们在这里引述阿伦森

（1972）年有关认知不协调理论的一段话作为本章的结尾：

如果一个当代的马基雅维里[1]向一个当代的君主建议，他可能会根据有关决策后果的

理论和数据提出如下建议：

1.如果你希望一个人形成对某个事物的积极态度，那么就引导他，使他致力于得到这

个事物。

2.如果你希望一个人对某种错误行为的道德判断变得温和一些，那么就引诱他做出这

种行为。相反，如果你希望一个人对某种错误行为的道德判断更加强硬，那么就引诱他，但

不足以使他做出这一行为。

众所周知，态度的改变会引起行为的改变。但有关认知不协调理

论的研究表明，态度的改变也可能是由于行为的改变所引起。根据认

知不协调理论，为了保持一致性，人们常常不得不去改变他们的信念

使之与行为一致。在第3章，我们将会看到，在许多情况下，人们会扭

曲或者忘却他们原有的信念。

第3章　记忆和事后聪明式偏差

“今天是个不同寻常的日子。”

“我不明白，”艾丽丝说，“这实在太不可思议了。”

“这就是过去生活的结果，”女王和蔼地说，“一开始这总是让人感到不太适应。”

“为过去生活！”艾丽丝吃惊地重复道，“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

“但这有一个很大的好处，那就是一个人的记忆可以是双向的……只能回忆过去的记

忆可不怎么样。”女王说道。

——路易斯·卡罗尔，《镜中世界》（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考虑下面这句话是否正确：“记忆可以被比做大脑中的储存器，

我们将一些东西存进这个容器，等到需要的时候再从这个容器中取



出。有时候，一些东西会从这个容器中漏掉，这时候我们就会忘记一

些事情。”

你认为这句话是对还是错？（请参见读者调查中第19题你的回

答）。在拉马尔（P. A. Lamal， 1979年10月）的一项实验中，大约

有85％的大学生同意这种说法。但实际上，这句话存在严重的错误

（此外，是否真的有东西从记忆中漏掉也是个问题）。

记忆并不是在我们过去经历发生的时候被我们存进记忆库中的拷

贝。相反，记忆是在我们提取它的时候才建立起来的（Loftus，

1980；Myers， 1990）。在发生重建的这一瞬间，我们所用到的重建

材料也就是那些填补缺失细节的逻辑推断、与原始记忆混合在一起的

关联记忆（associated memory）以及其他一些相关信息。为了证明记

忆的重建性，可以试试迈尔斯（Myers， 1990）所推荐的一个实验：

闭上你的眼睛，回忆一个你经历过的愉快事情的场景。在你还没有在

脑海中重现这一经历之前，请不要阅读下面的话。

你在这个场景中看见自己了吗？很多人都看见了。但如果你看见

了你自己，那么就表明你一定是重建了这个场景（当然，除非在原始

经历中你就是在看着你自己）。

破碎的记忆

贝丝·洛夫特斯和约翰·帕尔默（Beth Loftus&John Palmer）在

1974年所做的两个实验是有关记忆的重建性的最好证据之一。在第一

个实验中，45名学生在一起观看有关一场车祸的7个不同的电影片断。

这些片断从一些驾驶员教学电影中剪辑得到，长度从5秒到30秒不等。

每放完一个电影片断，学生需要回答一系列问题，其中包括汽车

的行驶速度有多快。1/5的学生需要回答这个问题：“两车互相接触到



对方的时候，车子的行驶速度有多快？”剩下的学生中各有五分之一

的人需要回答类似的问题，但“接触”变成了“撞到”、“碰撞”、

“相撞”或者“撞碎”。

正如表3.1所示，回答“撞碎”问题的学生对汽车速度的估计比回

答“接触”问题的学生的估计平均高出了9英里。因此，洛夫特斯和帕

尔默得出结论，问题的形式——即使只是有一个词不相同——也能够

显著地影响到人们对一件事情进行记忆重组的过程。

第二个实验的结果更加引人注目。在这次实验中，洛夫特斯和帕

尔默让150名学生观看了一段长度为一分钟的影片，这段影片描述了一

起长度为4秒钟的多辆车相撞的事故。有50人被问到：“当汽车互相撞

碎对方时，车子的速度大约是多少？”另有50人被问到：“当汽车互

相撞到对方时，车子的速度大约是多少？”剩下的50人则不需要判断

汽车的速度。一个星期后，被试被重新召集，这次他们不再看影片，

但需要回答一系列问题。洛夫特斯和帕尔默最感兴趣的问题就是，这

些学生的回忆中是否看到了这场车祸中撞碎的玻璃。

表3.1　车子行驶的速度有多快，当它们……？

注释：这些是洛夫特斯和帕尔默所做研究中的平均速度估计值（1974）。



注释：引自洛夫特斯和帕尔默（1974）所做研究中的实验2。共有三个实验条件，每

种条件下有50个被试。

洛夫特斯和帕尔默发现，询问学生“当汽车互相撞碎对方时，车

子的速度大约是多少？”不仅导致这组学生对速度的估计更高，而且

导致这组学生在回忆中看到车祸中撞碎的玻璃的人数比例也更大。表

3.2的结果显示了不同实验条件下统计意义上的差异。这一结果的有趣

之处在于，这起车祸中并没有任何撞碎的玻璃——估计“撞碎”车辆

速度的被试只是在重建关于这场车祸的记忆时才认为玻璃撞碎了。

甜蜜的回忆



正如洛夫特斯和帕尔默的实验所示，储存在脑海中的记忆并不是

固定的。1971年，约翰·布兰斯福德和杰弗里·弗兰克斯（John

Bransford&Jeffrey Franks）的研究进一步表明，每个记忆并不是与

其他记忆分开来单独储存的。布兰斯福德和弗兰克斯（1971）向参加

实验的大学生列出了有关一件事情的一组句子。举例来说，其中一组

句子如下（见读者调查第6页）：

蚂蚁吃了桌子上的甜果冻

蚂蚁在厨房

蚂蚁吃了甜果冻

厨房里的蚂蚁吃了桌子上的果冻

果冻在桌子上

厨房里的蚂蚁吃掉了甜果冻

大约五分钟后，学生将看到另一组句子，然后指出其中哪些句子

在第一组句子中出现过，并且他们需要用5点量表来表示他们对自己所

选答案的确定程度。读者调查中的第34题即包含了第二组的句子，以

及用来测评他们确定程度的量表。

事实上，第34题中只有一个句子在第一组句子中出现过：“蚂蚁

吃了甜果冻。”而且，大多数布兰斯福德和弗兰克斯实验中的被试对

这一句子确实在以前出现过持有中等程度的确定态度（确定程度为2到

4）。

而更有趣的回答出现在第34题的（2）：“厨房里的蚂蚁吃了桌子

上的甜果冻。”虽然这个句子并没有在第一组句子中出现过，但布兰



斯福德和弗兰克斯实验中的学生却很肯定地认为他们曾经见到过这个

句子。你的判断如何呢？

第34题的（2）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它是全部几种关系的组

合，而这些关系没有全部同时出现在第一组的任何一个单句中。原始

的句子没有直接说厨房里的果冻是甜的，也没有直接说厨房里的蚂蚁

吃掉了甜果冻。只有将第一组中的几个句子组合在一起，才能够得到

第34题的（2）。

所以说，人们并不是简单地记住句子；他们构造并记住了一个总

体的情境。一旦一部分信息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有时候就很难分清楚

哪些信息是新的，哪些信息是早已经存在于脑海中的了。

我早就知道一切

人们也很难估计，如果他们已经得知某种结果，那么他们受到这

些信息的影响将会有多深。例如，如果他们已经知道了某个心理学实

验的结果，他们会认为，这些结果本来就具有很高的可预测性——至

少，如果在知道结果之前做判断的话，他们不会认为这些结果具有那

么高的可预测性（这也是为什么本书要先进行读者调查的原因之

一）。另外，即使要求人们在假设他们不知道实验结果的情况下做预

测，相对于那些确实不知道结果的人来说，他们的回答也更接近实际

结果一些。也就是说，如果让人们回过头来估计这些实验结果发生的

概率，他们所预测的概率比那些在实验之前就进行预测的人要高一

些。

这种倾向被称之为“事后聪明式偏差”（hindsight bias），或

者“我早就知道一切”效应。事后聪明式偏差是这样一种倾向，它将

已经发生的事情视为相对不可避免和显而易见的事情，却忽略了自己



的判断实际上已经受到已知结果的影响。许多实验发现，事后聪明式

偏差广泛存在于选举（Leary，1982；Synodinos，1981）、医疗诊断

（Arkes，Wortmann，Saville，& Harkness，1981）、怀孕测试

（Pennington，Rutter，McKenna，&Morley，1980）、购买决策

（Walster，1967）、比赛（Leary，1981），以及其他一些领域中。

这些实验运用了不同的实验技巧、指导语和被试人群，得到了同样的

结果（有关事后聪明式偏差及相关效应的总结，参见Campbell &

Tesser ，  1983；Christensen-Szalanski&William ， 1991；

Hawkins&Hastie，1990；Verplanken & Pieters，1988）。

巴鲁克·菲施霍夫和鲁思·贝思（Baruch Fischhoff & Ruth

Beyth）于1975年发表了有关事后聪明式偏差的第一个研究。菲施霍夫

和贝思（1975）的实验中所采用的主要事件是1972年尼克松对中国和

前苏联的访问。实验的第一阶段，是在访问进行前，要求几组以色列

学生对尼克松访问中国和前苏联的15种不同结果的概率做出估计。例

如，对于中国之行，被试需要估计以下事件的概率：美国是否会在北

京建立大使馆，尼克松总统是否至少会与毛泽东会晤一次，尼克松总

统是否会宣布这是一次成功的访问，等等。同样，对于前苏联之行，

被试则需要估计诸如美国与前苏联建立太空联合发展计划、被捕的前

苏联犹太人是否有可能与尼克松会谈等事件的可能性。

实验的第二阶段是在访问进行后的两周至六个月内，让学生重新

回忆他们以前所做过的预测。例如，回答过有关中国之行问题的学生

被告知：“你应该还记得吧，在两周前，你曾经回答过一份有关尼克

松总统访华的问卷，并对这次访问的一些可能结果做出了概率估计。

人们的预测质量与其对预测的记忆能力之间的关系，令我们很感兴

趣。因此，我们希望你能够再做一次问卷。这份问卷与两周前你所做

过的问卷一模一样，希望你能够回忆一下上次所做过的概率预测。如



果你记不住上次是怎么做的概率预测，那么就假设你现在是在尼克松

总统访华之前，要对各种可能的结果做出概率预测。”

同时也要求学生指出，就他们所知，哪些可能的结果确实实现

了。菲施霍夫和贝思希望知道，学生们所回忆出来的预测是否比他们

当时实际所做的预测更加精确。

大体上讲，菲施霍夫和贝思（1975）的实验结果如下：对于那些

他们认为确实已经实现了的结果，3/4的学生回忆出来的预测概率比他

们当时实际所做的预测概率要高；而对于那些他们认为确实没有实现

的结果，大部分学生回忆出来的预测概率比他们当时实际所做的预测

概率要低。如果初次预测比回忆预测早几个月，那么事后聪明式偏差

就会非常显著。当初次预测和回忆预测相隔3～6个月时，84％的学生

显示出事后聪明式偏差——得知了尼克松访问的结果之后，他们发现

这些本身难以预测的结果都具有了相当高的预测性。

减少事后聪明式偏差

1977年，保罗·斯洛维奇（Paul Slovic）和巴鲁克·菲施霍夫

（Baruch Fischhoff）发表了他们的实验成果，这一实验研究了如何

在已知实验结果的情况下（也就是一种“早就知道了结果”的感觉）

减少事后聪明式偏差的问题。斯洛维奇和菲施霍夫发现，如果人们开

始考虑有哪些原因可能导致实验出现不同结果，事后聪明式偏差就消

失了。

在这一研究中，被试首先要阅读四篇有关生物学、心理学和气象

学研究的简要介绍。“预见”条件下的被试被告知，这些研究马上就

要开始，而“后见”条件下的被试则被告知，这些研究已经完成了。

在读完每个研究的摘要后，被试需要估计第二次实验能够得到第一次



实验的结果的概率（每一实验都可能出现两种结果）。也就是说，

“后见”条件下的被试被告知，某种特定的结果已经得到验证，而

“预见”条件下的被试则需要假设这种结果已经得到验证。

斯洛维奇和菲施霍夫（1977）发现，相对于“预见”条件下的被

试，“后见”条件下的被试对于第二次实验是否能够重复第一次实验

的结果给出了更高的概率估计。但是，如果要求“后见”条件下的被

试考虑每种实验结果出现的原因，两组被试之间的概率估计差异就会

大幅度地减小。这一研究表明，虽然事后聪明式偏差仍然存在，但程

度却大大减轻了。

概括起来说，这个故事的寓意如下：如果你希望减少事后聪明式

偏差，那么你应该仔细考虑，过去的事件在什么条件下可能会出现不

同的结果。如果你只考虑为什么事件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很可能你就

会高估这一结果出现的必然性以及类似结果在未来出现的可能性。实

际上，菲施霍夫（1977）发现，如果只是单纯地告诫人们存在事后聪

明式偏差并鼓励他们避免出现这种偏差，还不足以消除这种偏差。要

避免受到事后聪明式偏差的影响，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考虑另一种结

果可能在什么情况下出现。

结论

伊恩·亨特（Ian Hunter， 1964）在《记忆》一书中讲述了这样

一个故事：有两个英国心理学家，他们秘密地记录下了剑桥心理学会

的一次讨论。两周以后，这两位心理学家联系那些参与过讨论的人，

请求他们写下他们所能够回忆起的任何关于这次讨论的内容。在将这

些记录与原始记录相核对时，两位心理学家发现，回答者省略了讨论

过程中90％以上的细节内容。另外，在这些能够记起的观点中，有半

数观点都是错误的。回答者还回忆出一些原来并不存在的意见，并将



一些随意的谈话说成是冗长的演说，或是将那些曾经是隐含的意思说

成是明确的意见。

这个故事突出了做好准确记录的价值。就算是那些最富有经验的

决策者也很可能存在记忆偏差。除了做好仔细的记录并保管好有关过

去事件（如回忆、重要谈话、协议等）的记录之外，再没有其他什么

更好的方法能够避免出现这些记忆偏差了。正如本章所引用的研究所

示，记忆从本质上来讲具有重建性，并高度取决于情境因素。第4章将

进一步探讨情境对决策和判断的影响。

第4章　情境依赖性

正如前3章所示，一种刺激所产生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

处的情境。也就是说，决策者并不是孤立地去感知和记忆某个事件，

而是根据他们过去的经验和事件发生时的情境去理解和解释新信息。

在不同情况下，同一个人对同一刺激（如某种人格特征）的认知可能

会完全不同。情境依赖性可以解释许多知觉错觉产生的原因（见图

4.1）。在决策与判断领域，情境依赖性主要有四种表现方式：对比效

应、初始效应、近因效应和晕轮效应。

对比效应

这是一个在你自己身上（或者在你朋友身上）就可以进行的简单

实验。全部所需的工具只是三大碗水。在第一个碗中倒入热水，第二

个碗中倒入温水，第三个碗中则是冰水。接下来，将一只手浸入热水

中，而另一只手浸入冰水中，保持30秒。一旦你的手适应了水中的温

度，迅速将浸入热水中的手浸入温水中，5秒钟以后将浸入冰水中的手

也浸入温水中。



和大多数人一样，你可能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最开始浸在热水

中的手会让你觉得温水是凉的，而最开始浸在冰水中的手则会让你觉

得温水是热的。实际上，如果你让一位朋友重复这一实验，事先不告

诉他温水的温度，他也很可能难以辨别温水的温度。因为两只手同时

经历了一种对比效应，但发生在每只手上的效应的方向却恰好是相反

的！

许多早期心理学研究常常以这种知觉性判断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如温度识别、颜色识别和重量估计等。这些早期心理学实验研究的结

果证实了对比效应的存在。例如，穆扎夫·谢里夫，丹尼尔·陶布和

卡尔·霍夫兰（Muzafer Sherif， Daniel Taub&Carl Hovland）在

1958年就发表了一篇有关重量判断的颇有影响的文章。谢里夫、陶布

和霍夫兰发现，如果被试最开始举起的是一件很重的物品，当他们稍

后举一件稍轻的物品时，他们对这件物品的重量判断要低于物品的实

际重量。

斯坦利·科伦和乔尔·米勒（Stanley Coren&Joel Miller）在

1974年所发表的研究是有关对比效应的最有趣的研究之一。科伦和米

勒注意到，当一位5.1英尺高的体育播音员采访一群篮球运动员时，他

显得非常矮，而当他采访一群赛马手时却显得非常高。但是，当这位

播音员站在一匹高大的赛马旁边或是一个露天体育场旁边时，他看起

来却并没有变矮。

科伦和米勒从这一观察结果中推测，只有当用于对比的刺激物彼

此相似时，对比效应才存在。为了验证这一假设，他们让12名志愿者

观察图4.2中四个象限的图像。图中左上角象限的图像是著名的艾宾浩

斯错觉的一个例子。艾宾浩斯错觉指的是，两个同样大小的圆圈，一

个圆圈被比它本身更小的圆圈围绕，另一个圆圈则被比它本身更大的

圆圈围绕，前者会比后者显得更大一些。



然而，科伦和米勒发现，当围绕物的形状越来越不像圆圈时，艾

宾浩斯错觉会逐渐消失（正如实验中被试的判断一样）。当围绕物由

圆圈变成六边形时，艾宾浩斯错觉变弱了；当围绕物变成三角形时，

艾宾浩斯错觉就更弱；而最后围绕物变成不规则的多边形时，艾宾浩

斯错觉降低至最小程度。通过比较图4.2中的四个象限，不难发现，即

使是简单的大小判断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情境的变化。

初始效应

所罗门·阿施（Solomon Asch）于1946年发表的研究是关于情境

依赖性的一个经典研究。阿施以其在“从众性”（conformity）方面

的研究最为著名（将在第17章进行讨论）。另外，他也是“印象形

成”（impression formation）研究的先驱。在有关“印象形成”的

大多数实验中，阿施都会让被试来描述他们对某个人的印象，这个人

是假想的，而且具有某些特定的特征。他在文章中提到了10个运用这

种范式进行的实验，但现在我们只探讨其中的一个。

在这一实验中，阿施要求被试描述他们对一个人的印象（这个人

的特征正如读者调查的第3题所述）。一半的被试所需要描述的对象是

一个“嫉妒心强、顽固、挑剔、冲动，但勤勉、聪明”的人；另外一

半的被试要描述的对象是一个具有相同特征的人，但这些特征的描述

顺序改为“聪明、勤勉，但冲动、挑剔、顽固，而且嫉妒心强”。

阿施发现，在这些描述特征中，顺序靠前的特征比顺序靠后的特

征对人们印象形成的影响更大一些。这种情况被称为“初始效应”。

如果你在做读者调查中的第3题时，认为约翰是一个高度情绪化的人，

那就表明你已经受到了初始效应的影响——有关情绪方面的特征，即

嫉妒心强、顽固，如果被排在前面，那么相对于它们被排在后面的时

候来说，对你印象形成的影响会更大一些。



如果“聪明”排在“嫉妒心强”和“顽固”前面，同样会产生初

始效应吗？根据诺曼·安德森1965年的实验结果，很可能还是会产生

这样的效应。安德森发现，初始效应并不意味着，只有最先出现在序

列内才能导致初始效应的产生。事实上，初始效应是有关进入位置及

其对判断的影响的一个总体描述。也就是说，第一印象固然是最重要

的印象，第二和第三印象也同样显示出很大的初始效应。



图4.1　为了检验视知觉的情境效应，请将这一页对着光源看。多数人认为背面的正

方形边框和两条平行线不再平行。（Adapted from Black and Yuker， 1989.）

图4.1（续）



图4.2　图中左上角象限是最为典型的艾宾浩斯错觉，科伦和米勒对此进行了一定的

变换，以此阐明对比效应的作用方式。（引自Coren&Miller， 1974）

近因效应

初始效应不仅作用于人们的印象形成过程。在许多需要对序列信

息做出评价的情况中，它都会发生作用。例如，当人们面临一个有争

议问题的对立面信息时，初始效应使人们往往更容易受到先出现的信

息的影响。

但事情也并不总是如此。在一些情况下，最后出现的信息会比最

先出现的信息的影响更大。这种模式被称为“近因效应”。当人们能

够更加清楚地记得最后出现的信息而不是最先出现的信息时，近因效

应便起作用了。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这两种效应中谁的影响更强一些。比如，假

设你参加了一场公开辩论，而且假设你可以选择最先发言或者最后发

言。你会选择哪一个？如果你最先发言，你的发言可能会产生初始效

应，而如果你最后发言，你的发言则可能产生一种近因效应。哪种选

择才是最佳的？

诺 曼 · 米 勒 和 唐 纳 德 · 坎 贝 尔 （ Norman Miller&Donald

Campbell）于1959年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们对一次法庭审理的

记录进行了编辑，该案件中的当事人宣称他所受的伤害是由一个有产

品缺陷的蒸馏器所造成。案件的审理过程按下列方式重新编排：有利

于原告的材料出现在一个部分，而有利于被告的材料则出现在另一部

分。也就是说，有利陈述包括了原告方证人的证词，原告律师对被告

方证人的诘问证词，以及原告律师的开案和结案陈词。不利陈述则包

括了被告方证人的证词，被告律师对原告方证人的诘问证词，以及被

告律师的开案和结案陈词。

图4.3　诺曼·米勒和唐纳德·坎贝尔（1959）比较了8种实验条件，考察了近因效

应的作用形式。



米勒和坎贝尔对记录进行编辑后，他们记录了不同人阅读不同角

色（律师、证人等等）陈述的过程。每一记录持续大约45分钟，陈述

按8种不同的顺序编排（见图4.3）。在一些实验条件下，被试需要在

听完连贯的陈述（即有利-不利，或者不利-有利）后马上做出判断。

而在另一些实验条件下，实验被分成几个阶段，中间间隔一个星期。

米勒和坎贝尔发现，在一些情况下会出现初始效应，而在另一些

情况下则出现了近因效应。也就是说，在一些情况下，人们受到第一

部分陈述的影响更多一些，而在另一些情况下，人们受到第二部分陈

述的影响更多一些（不管这种陈述是有利的还是不利的）。如果被试

听完连贯的陈述后，间隔一个星期再作出回答（如条件3和条件4所

示），就会出现初始效应。而如果两部分陈述之间存在延迟（如条件5

和条件6所示），就会出现近因效应。而条件1、条件2、条件7和条件8

则没有出现明显的初始效应或者近因效应。

米勒和坎贝尔（1959）同时也发现，近因效应是由记忆的差别引

起的。在一个多选测试中，条件5下的被试往往能够记得更多的有关不

利陈述的事实，而条件6下的被试则往往能够记得更多的有关有利陈述

的事实。

因此，再回过头来看我们最开始提出的问题：假设你可以在一次

公开辩论中选择最先发言或最后发言。如果对方会立即回应你，而且

在辩论结束后要延迟一会儿人们才会作出反应，你应该选择最先发

言。比如说，如果你所辩论的问题将在一周后进行投票表决，你应该

选择最先发言。而如果双方各自的发言之间有一定的时间间隔，而且

人们在双方发言结束后马上要作出反应，你应该有效地利用近因效

应，选择最后发言。

斯蒂芬·霍克（Stephen Hoch， 1984）所做的一些有关人们决策

方式的实验也得到了与以上所述基本相同的结果。霍克要求人们列出



为什么某件事将来可能会发生的原因（“有利的原因”），以及为什

么这件事将来可能不会发生的原因（“不利的原因”）。对一些事

件，人们先列出有利的原因，而对另一些事件，人们则先列出不利的

原因。霍克发现，如果人们连续列出有利原因和不利原因，就会出现

很强的初始效应。但如果人们在列出有利原因和不利原因之间有3分钟

的间隔，就会出现近因效应。这些发现与我们长久以来使用的销售技

巧的实质是一致的。销售者常常会鼓励顾客列出购买原因（有利原

因）和不购买的原因（不利原因）。如果在列出各自原因中间没有间

隔，顾客就可能在无意间受到初始效应的影响。

晕轮效应

对比效应、初始效应和近因效应都说明，当情境不同或刺激出现

的顺序不同时，刺激的影响是不同的。另一种情境依赖性效应被称为

“晕轮效应”（halo effect），这是桑代克在1920年命名的。桑代克

发现，在军队主管评价他们下属军官的智力、体能、领导能力和性格

时，有关这些不同方面的评价通常是高度相关的。按照桑代克的说

法，当飞行小队的指挥官对其下属的空军学员做出评价时，有关智力

和体能的评价呈现出0.51的相关性，有关智力和领导能力的评价呈现

出0.58的相关性，有关智力和性格的评价则呈现出0.64的相关性。[2]

桑代克也发现，不同教师评价之间的正相关被用来确定薪酬和提升。

例如，作为教师的一般优点与其外表、健康、守时、才智、诚实、真

挚方面的评价有很强的相关性，而对教师声音的评价则与其在智力、

“对社区事宜的兴趣”方面的评价呈现出很强的相关性。

在其最初的有关晕轮效应的文章中，桑代克（1922， pp. 28-

29）得出如下结论：“即便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工头、雇主、教师或者

部门负责人，也很难把别人当成一个不同品质的集合体来看，很难对



他的每一种品质作出独立的评价。”如今，我们知道桑代克的发现部

分是由于技术原因导致的（如何设计评价量表），但他的总体理念却

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因为即便是运用复杂的测评技术，晕轮效应仍

然会发生作用（Cooper， 1981；Feldman， 1986）。

自桑代克的研究开始，学术界进行了不少有关晕轮效应的实验。

例如，有关“美丽晕轮效应”的实验显示，相对于那些长相欠佳或是

长相一般的人来说，相貌有吸引力的人往往被认为更快乐，拥有更好

的职业，更容易结婚，而且在性格特征方面也更加讨人喜欢（Dion，

Berscheid，&Walster， 1972）。戴维·兰迪和哈罗德·西加尔

（David Landy&Harold Sigall， 1974）也发现，相对于长相一般或

者长相欠佳的作者来说，相貌有吸引力的作者的文章通常会得到更高

的评价。

与对比效应的研究一样，晕轮效应的许多先驱性实验也是由阿施

（1946）进行的。例如，在一个实验中，阿施让一半的被试描述他们

对一个人的印象，这个人“聪明、伶俐、勤勉、热心、坚强、讲求实

际而且谨慎”。同样，他让另一半的被试描述他们对另一个人的印

象，这个人“聪明、伶俐、勤勉、冷漠、坚强、讲求实际而且谨

慎”。也就是说，两组被试所听到的描述基本相同，只是这个人在第

一组中被描述为热心，而在第二组中被描述为冷漠。

然后被试会看到几组描述人的特征的词组（这些词组大多为反义

词构成），他们需要指出词组中的哪个词与他们所形成的印象最为一

致。这些词组包括：慷慨大方/胸襟狭窄，不快乐/快乐，脾气暴躁/和

善，以及幽默/不幽默。与早先桑代克的发现一致，阿施也发现，在描

述中引入一个中心特征，如热心或者冷漠，能够影响被试对这个人的

整体印象。比如说，在需要描述他们对“热心”的人的印象的被试

中，有75％～95％的人认为这个人同样应该是一个慷慨大方、快乐、



和善和幽默的人（你可以检查自己在读者调查中第4题的答案，与这些

被试的回答相比较）。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在需要描述他们对“冷

漠”的人的印象的被试中，则只有5％～35％的人认为这个人是个慷慨

大方、快乐、和善和幽默的人。

这些结果不仅仅只是简单的纸笔测试的副产品。哈罗德·凯利

（Harold Kelley， 1950）发表的研究中，利用真人代替特征描述对

晕轮效应进行了研究。他同样发现了若干年前阿施实验所观察到的晕

轮效应。实验中，一些学生受到引导，从而相信他们的老师是一个热

心人。这些学生认为这名老师不仅考虑周到、脾气好、好交际，而且

受欢迎、幽默、仁慈。而且，如果他们相信这是名热心的老师，这些

学生便倾向于与老师交流更多。“热心”条件下的被试学生中有56％

参与了课堂讨论，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冷漠”条件下的被试学生中

只有32％参与了课堂讨论。这些结果显示，晕轮效应确实会对人们的

社会交往产生作用，并会影响随后的行为。

与对比效应、初始效应和近因效应一样，晕轮效应也显示出人们

对某种刺激的反应方式具有情境依赖性。确实，不依赖于情境而起作

用的刺激物是不存在的。情境因素对人们的反应方式有很深的影响

——不管这种刺激物是几何图形、性格特征、法律论据，还是胡说八

道。

结论

情境效应处处可见，以至于人们有时候反而会忽略它们的存在。

实际上，很难想像一个知觉独立于情境之外而存在的世界。这样的世

界会是什么样子，与情境无关的判断有什么意义？



在我主持的一次研讨会上，一个学生指出，情境效应对人们社会

关系的性质提出了意义深远的问题。比如，对比效应说明，在绝对条

件下去了解一个人是不可能的。当你判断一个朋友的诚实程度时，这

一判断是相对的，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你所认识的其他人的诚实程

度。根据对比效应理论，当你得知你所认识的其他人欺骗了你的时

候，你便会发现，这位朋友原来是那么的诚实——即使你朋友的行为

并没有发生变化。你对你某个朋友的诚实程度的判断好像与其他人的

诚实程度无关，但正如这一章节所描述过的研究所示，社会判断在一

定程度上取决于情境的作用。

即便是快乐也具有情境依赖性。菲利普·布里克曼等人（Philip

Brickman，Dan Coates&Ronnie Janoff-Bulman， 1978）在对伊利诺

伊州彩票中奖者的研究中便发现了这一点。彩票中奖者的报告显示，

与那些处于相同地理位置的非中奖者参照群体相比，他们在很多日常

生活行为中感受到的乐趣更少一些，这些行为包括看电视、与朋友交

谈、吃早餐、买衣服，等等。布里克曼等人解释说，这种差别出现的

原因，部分是由日常行为与中彩票后的兴奋所形成的对比效应导致

的。

那些职业的说客很早就认识到了对比效应的力量。比如说，地产

经纪在劝说买家买下其想要出售的房屋之前，常常会让买家看一所破

旧或者是标价过高的房子，以利用二者之间的对比效应。政党候选人

经常宣扬他们过去的一两个成功事例，以利用晕轮效应向选民们展示

自己所具备的各方面能力。广告商则费尽心机地为他们所促销的产品

制造出吸引人的情境。

当然，情境效应的作用并不是无限的。不管其他人是否撒谎，一

个惯于说谎的人看起来总不会是诚实的，而一个不合格的政客也只能

有限度地利用晕轮效应。一个以同心圆为背景的正方形，它的边看起



来可能会是弯曲的，但这并不能真地把一个正方形变成圆形。但即便

如此，任何有关决策与判断的有意义的分析也都应该考虑情境效应的

影响。另外，一些研究者认为，通过实验展示的情境效应实际上低估

了日常生活中的情境效应（Hershey&Schoemaker，1980）。

[1]尼科洛·马基雅维里（Niccolo Machiavelli， 1469-1527），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的政治

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学家。主张人性本恶，一旦统治者把人民当成善良者便会引来灾祸。其理论经

过后人多方引申，其名字也就成为最高层次政治诈术的代名词。主要作品有《君主论》（1532），《李维

史论》（1517），《战争的艺术》（1520），《佛罗伦萨史》。

　　

[2]相关系数的范围通常为＋1.00和-1.00之间。正相关是指一个变量会随着另一个变量的增加而增

加，负相关是指一个变量会随着另一个变量的增加而减少，0相关意味着变量间不存在任何关联。因而，在

桑代克所举的例子中，智力与性格存在较高的相关。



第二部分　问题如何影响答案

本书的第一部分探讨了刺激的情境影响人们的知觉方式。在这一部分中，我们扩展了

这一命题，探究问题的形式对人们回答的影响。第5章和第6章主要解决以下两个问题：（1）

人们的决策与判断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问题的措辞？（2）问题的措辞以哪些具体方式影响人

们的回答？

第5章　可塑性

任何刺激的发生总离不开一定的情境，问题也一样。本章将讨论

问题的语境和措辞对决策与判断的影响。

在一些情况下，在两种不同语境下提供同一个选项会得到不同的

回答。例如，假设你面临如下的选择：

选择A：100％的概率输掉50美元。

选择B：25％的概率输掉200美元，75％的概率什么也不输掉。

你会如何选择？（参见你在读者调查中第2题的答案。）在保罗·

斯 洛 维 奇 等 人 （ Paul Slovic ，  Baruch Fischhoff ， &Sarah

Lichtenstein， 1982）的实验中，80％的人会选择B。当面临损失

时，很多人都属于“风险偏好”的，他们往往愿意冒风险去承受更大

的损失（在这个例子中为200美元），也不愿意承受具有相同期望值但

却是确定的损失（25％的概率输掉200美元与100％的输掉50美元具有

相同的期望值，因为从长期来看，二者具有相同的期望收益）。

然而，稍微想一想就会发现其中的问题。如果人们在面临损失时

更愿意承受风险，那么保险公司就没有什么生意可做了。保险行业的



运营基础就在于，人们愿意承担一个确定的损失（保险费）去避免更

大但不确定的损失。以保险业的术语来讨论确定的损失时，人们是否

会表现得不同？如果这个确定的50美元的损失被说成是能够用来避免

潜在的200美元损失的保险费，人们会如何在A和B中做出选择？

斯洛维奇，菲施霍夫和利希滕斯坦发现，在这种情况下，65％的

人更倾向于承受确定的50美元损失。这可能是因为保险费着重突出了

潜在的更大损失，也可能是因为保险公司成功地塑造了一种社会规

范，在这种规范之下，人们表现得更加审慎，因此更倾向于支付保费

而不是承受更大的损失。不管是哪种原因，当以保险业的术语来重述

这一问题时，同样的问题确实导致了不同的选择结果。如果确定的损

失是以保险费的形式来表达，大多数的人会变得“风险规避”而不是

“风险偏好”；他们倾向于承担确定的损失而不是冒损失更多的风

险。

斯洛维奇，菲施霍夫和利希滕斯坦（1982）也发现，当面临付出5

美元还是以千分之一的概率输掉5000美元的选择时，人们会表现出相

似的偏好逆转。

表5.1　你会做什么样的选择

注释：从右边的两列可以看出，保险条件下的人数百分比要比赌博条件下高出20％

到40％以上。数据引自赫尔希和休梅克（1980）的研究。



虽然在简单偏好的语境下，只有大约2/5的人会选择付出5美元，但如果将5美

元说成是保险费时，就会有大约2/3的人选择确定的损失。约翰·赫尔希和保罗·

休梅克（John Hershey&Paul Schoemaker， 1980）的实验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

（见表5.1）。

顺序效应

人们的答案也可能受到问题或者选项顺序的影响。这些影响通常

很小，但在某些情况下，其影响却可能变得非常深远。比如说，如果

两个问题都是关于同一主题，而且回答者需要表现得一致，那么回答

者就会照着前一个问题的答案的思路来组织后一个问题的答案。

在霍华德·舒曼和斯坦利·普雷瑟（Howard Schuman&Stanley

Presser）《态度调查中的问题与答案》（1981）一书中，他们以一项

有关新闻自由的态度调查的结果来阐明了这一效应。舒曼和普雷瑟随

机选取一组美国成年人作为实验样本，向他们询问了以下两个问题：

1.你认为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比如前苏联，是否应该允许美国的新闻记者进入其境内

采访，并将他们所得到的新闻发回美国？

2.你认为美国是否应该允许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新闻记者入境采访，并将他们所得到

的新闻发回他们所在的报社？

一半的被试会按照上面这种顺序来回答问题，而另一半的被试则

以相反的顺序来回答问题。

舒曼和普雷瑟发现，如果被试被问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有关美国的

新闻记者，82％的人认为美国记者应该被允许自由进入共产主义国

家。与这一答案一致的是，75％的人也认为美国应该允许共产主义国

家的记者自由进入美国采访。另一方面，如果被试被问到的第一个问

题是有关共产主义国家的新闻记者，那么只有55％的人认为应该让共

产主义国家的新闻记者自由进入美国进行新闻报道。在这种情况下，



大概是为了保持一致，避免让自己看起来有双重标准，只有64％的人

认为应该允许美国记者自由进入共产主义国家（相较于82％，64％的

比例更接近于55％）。所以说，相同问题的不同顺序会产生截然不同

的答案。

选项的顺序不同也能够影响到人们的回答。选项顺序效应通常比

较微弱，而且如果问题的答案只是简单的二选一（例如“同意”和

“不同意”），或者答案选项非常多，那么选项顺序效应基本是不存

在的。顺序效应中最常见的是近因效应，也就是说，当某一答案选项

出现在备选答案中的最后时，其被选择的频率更高。

舒曼和普雷瑟（1981）发现，在有关离婚问题的两种不同表达方

式中，出现了较强的近因效应。在一次全国性的民意调查中，一半的

调查对象被问到：“你认为在这个国家里，离婚程序应该更容易、更

难、还是维持现状？”

在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中，23％的调查对象认为，离婚程序应该变

得更加容易一些，36％认为应该更加难一些，另外41％的人则认为应

该维持现状。

剩下的另一半实验对象也回答了相同的问题，但最后两个答案选

项的顺序被调换：“你认为在这个国家里，离婚程序应该更容易、维

持现状、还是更难？”

在这种情况下，26％的实验对象认为，离婚程序应该变得更加容

易一些，29％倾向于维持现状，另外46％的人则认为应该更加难一

些。在两种表达方式下，最受欢迎的答案总是最后被提到的选项。



图5.1　在有关离婚的两种版本的问题中，回答者都倾向于选择最后一个选项（引自

Howard Schuman和Stanley Presser于1981年所做的一项全国调查的数据）。

虚假意见

虽然人们回答问题的方式受到语境和顺序的很大影响，答案的可

塑性也是有限度的（研究者将答案的可延展性称为可塑性）。如果人

们对一个问题已经非常熟悉，那么语境和顺序产生的边际变化一般小

于30％（“边际”指的是调查对象给出每一个答案的百分比）。但

是，如果人们对一个问题所知甚少，那么他们就会更容易受到语境和

顺序变化的影响。另外，如果人们对一个问题一无所知，一部分人会

表现出完全可塑性；在某些特别的询问方式下，一部分人会对这一问

题发表意见，但实际上他对此并不真正了解。这种看法被称为“虚假

意见”。[1]

尤金·哈特利（Eugene Hartley）在1946年发表的实验是有关虚

假意见普遍程度最早的几个实验之一。在对几百名大学生的调查当

中，哈特利发现，超过80％的人倾向于从“社会距离”（一种被广泛



用于评价社会中人们彼此之间的感受的指数）的角度来评价

Danireans、Pireneans、Wallonians和其他32个民族。这里的蹊跷在

于，实际上并不存在所谓的Danireans、Pireneans或者Wallonians

——哈特利只是人为地设置了这些民族，以检验有多少学生会假装他

们对此持有自己的意见。

第二年，Tide杂志上刊登了一个类似的民意调查，就一个虚构的

《Metallic Metals法令》向被试询问如下问题：

以下哪种说法与你对《Metallic Metals法令》的看法最为一致？

a.对全美国来说，这是一项很好的措施。

b.这是一项不错的措施，但应该留待各个州独立解决。

c.对其他国家来说或许不错，但不应该在这里实行。

d.没有任何意义。

虽然实际上并不存在《Metallic Metals法令》，但却有70％的被

试表达了他们对该法令的意见。其中41％的人认为应该将它留待各个

州独立解决，15％的人认为对全美国来说这是一项很好的措施，11％

的人认为不应该在这里实行，另外3％的人则认为这项法令没有任何意

义（Gill， 1947年3月14日）。

这篇文章同时还讨论了另一项调查的结果，在这项调查中，被试

被问到：“你支持还是反对乱伦？”（在20世纪40年代，“乱伦”一

词并不如今天这样为人们所熟知。）在发表意见的被试中，有2/3的人

反对乱伦，而竟然有1/3的人支持乱伦！

政治事件中的虚假意见

在回顾了有关虚假意见的实验之后——其中包括舒曼和普雷瑟

（1981）自己的一些实验，舒曼和普雷瑟得出的结论是，这一问题固



然很重要，但并不像早期研究所认为的那么严重。在他们自己所做的

调查中，只有1/3或1/4的被试对一个模糊的立法问题给出了虚假意

见。其他一些研究者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Bishop， Oldendick，

Tuchfarber，&Bennet， 1980）。

被试中有25％～35％的人给出了虚假意见，这也许不算十分严

重。但应该记住，在许多民主国家（包括美国），只要有30％的民众

便可以选出一国的总统。政治论战的结果往往都是由一个差距很小的

百分比来决定的。所以说，虚假意见对许多政治事件具有决定性的影

响。一般说来，那些对某一问题知之甚少的人加上那些对此闻所未闻

的人，往往能够形成一个绝对的多数。

在有关外交和军事政策的判断中，虚假意见实际上非常普遍。这

是由于人们只有很低的政治参与程度和很少的政治意识，却面临一种

不得不对此发表意见的社会压力。可以参考一下普劳斯（1989年3月）

所给出的一些有关美国“政治文盲”的例子：

1988年的一项对美国成年人的盖洛普调查中，有近一半的人不知

道南非是一个存在官方种族隔离制度的国家，有3/4的人不能说出官方

已经承认拥有核武器的四个国家的名字。

1985年针对大学生的一项调查发现，45％的人不能说出曾遭受核

武器袭击的两个城市的名字。

根据《纽约时报》所刊登的1979年的一项政府调查的结果，40％

的高中高年级学生误以为以色列是一个阿拉伯国家。

1983年的一篇名为“萨尔瓦多不在路易斯安那”的《华盛顿邮

报》文章指出，在一项全国性的调查中，有3/4的人不知道萨尔瓦多的

地理位置（这篇文章的题目是从一名调查对象的答案得来）。



其他调查显示，68％的回答者不知道美国并没有有效对付弹道导

弹的装备，81％的人错误地认为，只有当前苏联先动用其核武器时，

美国才会动用核武器。“政治文盲”现象的存在，使得解释有关外交

和军事政策的公众意见变得更加困难了。例如，如果以色列被误认为

是阿拉伯国家，支持以色列有何意义？如果很多人认为美国能够抵御

弹道导弹的进攻，那么支持战略防御行动还有何意义？要使这类政治

判断有意义，必须首先将真实意见和虚假意见区分开来。

过滤虚假意见

历史上，很多民意调查都没有对问题进行过滤。大多数这样的调

查都没有采取措施排除那些实际上没有意见的人，回答选项中也没有

包括诸如“没有意见”或者“不知道”这一类的选项。不过，越来越

多的研究者都开始意识到“过滤器”的作用。设置过滤器正是为了排

除掉那些实际上对某一给定问题并没有什么意见的人。

设置过滤器的方式有很多种。在一些民意测验中，被试首先会被

问到他们是否听说过某件事情或是读到过有关某个问题的报道。如果

回答是肯定的，他们才被要求发表有关这个问题的意见。如果不是，

则回答其他问题。在另一些民意测验中，则首先询问被试是否就某一

问题进行过深入的思考，或者更直接地询问他们是否对某一问题有自

己的看法。还有一种过滤方法就是明确地设置“没有看法”或是“不

知道”这样的选项。

一般来说，设置过滤器能够有效地排除那些虚假意见。但在某些

情况下，却可能使调查结果产生偏差。例如，“不知道”往往与受教

育程度或是对某一问题的关注程度呈负相关。如果过滤掉那些教育程

度或是关注程度相对较低的人，那么调查结果就很难代表全体民众的

看法。



为了评价过滤器的效果，舒曼和普雷瑟（1981）进行了一系列实

验性民意调查来比较有过滤器条件下和无过滤器条件下的效果。根据

其发现，他们得出以下结论：在大多数有过滤器的情况下，（1）至少

有1/5的人会选择“不知道”；（2）做出某一特定回答的相对人数比

例并没有受到显著影响（例如，回答“是”的人数与回答“不是”的

人数的比例）；（3）不同问题答案之间的相关关系并没有受到很强的

影响。

比如，1974年的一次全美民意调查中，以下这样一组问题的答案

就典型地反映了舒曼和普雷瑟的实验结果：

无过滤器的条件：“阿拉伯国家在试图与以色列达成真正的和

平。你是否同意以上的说法？”

同意（17％）

不同意（60％）

不知道（主动提到）（23％）

有过滤器的条件：“阿拉伯国家在试图与以色列达成真正的和

平。你对此有看法吗？（如果有）你同意以上的说法还是不同意？”

同意（10％）

不同意（45％）

没有看法（45％）

虽然在有过滤器的条件下，回答“没有看法/不知道”比无过滤器

的条件下多出了22％，但是回答“不同意”与回答“同意”的人数比

例在两种条件下基本上是一样的（回答“不同意”与回答“同意”的

人数比例大约为四比一）。



当然，人数比例接近并不意味着过滤器不重要。比如说，假设一

个民意测验人希望民意测验的结果表明，绝大多数人并不同意这样的

说法：“阿拉伯国家在试图与以色列达成真正的和平。”这种情况

下，民意测验人就可能不使用过滤问题。而如果民意测验人希望民意

测验的结果表明，绝大多数人同意这样的说法，那么使用过滤问题就

是一个好方法。这种操纵手法已经产生了不少极具煽动性的新闻。

令人困惑的态度矛盾

选择和意见的可塑性与态度矛盾密切相关。可塑性通常指的是人

们对同一个问题的不同版本的回答的差异程度，而矛盾则指的是两种

相关态度之间的差异（态度-态度的矛盾）。詹姆斯·普罗思罗和查尔

斯·格里格（James Prothro&Charles Grigg）于1960年发表的实验是

有关这一矛盾的最有说服力的实验之一。

普罗思罗和格里格感兴趣的是，美国民众是否会支持一些广为流

传的民主原则的具体运用。这些民主原则在当时确实已经为绝大多数

美国人所接受。比如说，这些原则包括：

1.公务员应该由大多数人投票选举产生。

2.每个公民应该有平等的机会影响政府政策。

3.少数派可以自由地批评多数派的决策。

普罗思罗和格里格概括出这些一般性原则后，列出了10个由此派

生的问题，这些问题要么描述这些原则，要么与这些原则相矛盾。例

如：

如果一个共产主义者想在这个城市里发表支持共产主义的演讲，应该允许他做这样的

演讲。

或者：



在城市公投中，只有那些对公投问题有充分认识的人才有资格进行投票。

然后，普罗思罗和格里格在密歇根州的安阿伯（地名）和佛罗里

达州的塔拉哈西（地名）随机抽取了一组已登记的选民作为样本，询

问他们对这10个问题的态度。

研究结果非常惊人。对于每个问题，调查对象都难以达成90％的

一致。而且，他们对于这些民主原则具体运用的态度判断往往与这些

民主原则本身相矛盾。例如，51％的调查对象认为，只有那些对公投

问题具有充分认识的人才有资格进行投票。这无疑是反民主的。另

外，79％的人认为只有纳税人才有资格进行投票，也只有44％的人认

为可以允许共产主义者公开宣传共产主义。普罗思罗和格里格

（1960， p. 293）对这些具有讽刺意味的结果进行了总结：“假如我

们承认美国是一个民主社会，我们就不能完全肯定地说，民众对民主

原则的普通认同是一个民主社会存在的必要条件。”

这一研究只是态度-态度矛盾的一个极端的例证。一些后续的研究

进一步证实了普罗思罗和Grigg的结论。人们对某一原则所持有的抽象

态度往往与人们对这一原则的具体运用所持的态度无关。因为，在面

临具体运用时，往往存在许多不可避免的复杂因素，如情境约束、其

他与之相冲突的原则，等等。而且，正如本章下一部分将要说明的，

关于态度-行为矛盾的研究显示，抽象态度与具体行为也只有很微弱的

联系。

故地重游

1930年，斯坦福一个名为理查德·拉彼埃尔（Richard LaPiere）

的社会学家与一对中国夫妇结伴周游美国。两年间，拉彼埃尔和那对

夫妇游遍了全国，总共到过184个餐馆，67个旅馆、汽车旅馆和专门招

待旅行者的家庭。虽然在当时存在着很严重的反华倾向，但在这些接



待过他们的251个地方中，只有一次让拉彼埃尔感受到了种族歧视。事

实上，拉彼埃尔认为，有72次他的同伴甚至受到了“超出一般规格”

的优待。由此，拉彼埃尔认为，美国人对中国人并不存在偏见。

但在抽象概念的意义上，这种偏见却十分明显。旅游结束的6个月

之后，拉彼埃尔向他到过的地方的业主送去一份调查问卷：“你会接

待中国人吗？”在他坚持不懈的努力之下，回收了128份问卷，其中81

份来自餐馆、咖啡厅，47份来自旅馆、汽车旅馆和专门招待旅行者的

家庭。在这些问卷中，有118份问卷表示他们不会接待中国客人，有9

份表示要视情况而定，只有1个汽车旅馆的妇女很肯定地说她曾经在夏

天接待了一对中国夫妇。拉彼埃尔抽取了相同区域内的一些他们没有

到过的地方进行调查，也得到了完全一样的结果：118份回答否定，9

份回答视情况而定，1份肯定（如欲了解更多细节，参见LaPiere，

1934）。这些发现说明，人们可能会有一些抽象概念，但这与他们的

实际行为只有很微弱的联系，或是完全无关。

在拉彼埃尔的研究结果发表3年以后，斯蒂芬·科里（Stephen

Corey，1937）也发表了具有相同结论的实验。科里感兴趣的是对待作

弊的态度和作弊的实际行为之间的关系。为了测量对待作弊的态度，

他让67名大学生完成了一个关于作弊的态度的实验。该实验看起来好

像是匿名的，但科里用了一种很隐秘的手段来识别这些被试。利用这

种方法，他能够将这些真实的看法与作弊的具体行为所联系起来。

科里度量作弊行为的方法如下：让这些学生每周参加一次考试，

连续5周。对每次考试进行秘密评分，然后将看起来没有评分的试卷返

回给学生，让他们自行评分并将评分结果返回。学生报告的分数与他

们实际分数的总差异就是作弊的实际行为度量。作弊的平均程度为：

每40～45道题中有两题不符。



科里的发现表明，人们的态度和行为之间的相关关系几乎为零。

这些学生对待作弊的态度似乎与他们自己的作弊倾向没有多大联系。

真正与作弊有关的是他们在考试中的表现。用科里（1937， p. 278）

的话来说：“学生是否会在考试中作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是否为

这次考试做了充分的准备，而不是他自己所宣称的对待作弊的态

度。”

我们这个时代的寓言

1973年，约翰·达利和丹尼尔·巴斯顿（John Darley&Daniel

Baston）发表了他们的实验结果，这是有史以来最为生动的有关态度-

行为矛盾的说明。达利和巴斯顿感兴趣的是，哪些因素决定人们会对

处于困境中的人施以援手。被试是神学院的学生，他们要从一幢大楼

走到另一幢大楼去做一场演讲，演讲的主题可以是这些学生擅长的某

项工作，也可以是一个撒玛利亚人寓言（圣经中帮助处于困境中的人

的故事）。实验助手会告诉学生，这些演讲的时间应该控制在3～5分

钟内，而且会有另外的实验助手为他们作记录。然后，在学生去往目

的地的途中，他们会遇到一个需要帮助的人。达利和巴斯顿想知道，

究竟帮助他人的行为是否与下列因素有关：（a）学生要做的演讲主题

是否与帮助他人有关，（b）他们在途中的匆忙程度。

在非常匆忙的条件下，实验助手会突然对被试学生说：“噢，你

已经迟到了。你本来应该几分钟以前就到那儿的，我们最好马上去。

那边的助手已经等你一会儿了，所以你最好快点，最好一分钟就赶

到。”在一般匆忙的条件下，实验助手则会告诉学生：“那边的助手

已经准备好了，请赶快过去吧。”而在不太匆忙的条件下，实验助手

则会说：“还有几分钟那边才能准备好，但你最好现在就走，即使要

等，也不会等太久的。”



为了到达对面的大楼，每个学生都必须穿过一条胡同。在这条胡

同中，达利和巴斯顿安排了一个衣着破烂、垂头丧气地坐在门口的

人，他垂着头，闭着眼睛，面无表情。当被试经过的时候，这个人会

咳嗽两声，低着头痛苦地呻吟。如果学生停下来询问他有什么不舒

服，或者提出要帮忙，这个人会含糊不清地说：“噢，谢谢（咳嗽）

……不用了，我还好。（停顿一下）我早就有这个气喘的毛病了（咳

嗽）……医生已经给我开了这些药，我刚才吃了一片……我只要坐下

来休息一下就好……但还是很谢谢你的关心。”

如果学生坚持要将这个人送进大楼，这个人会接受学生所提供的

任何帮助，并感谢他停下来帮助。学生离开后，这个人会马上按以下

的五点量表对学生做出评价：

0=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个人可能需要帮助

1=察觉到这个人可能需要帮助，但是并没有停下来帮助他

2=没有停下来，但间接地提供了帮助（比如，将这个人的情况告诉其他人）

3=停下来，询问这个人是否需要帮助

4=停下来询问后，坚持要将这个人送进大楼里去

达利和巴斯顿（1973）发现，相对于不是很匆忙的学生来说，匆

忙中的学生停下来提供帮助的可能性要小一些。但是，演讲主题并没

有明显地影响到学生是否会停下来提供帮助。事实上，有些要去讲有

关撒玛利亚人寓言的学生为了不迟到，在经过胡同时甚至跨过了那个

人！这些结果生动地说明，抽象概念——在这一案例中，也就是帮助

他人脱离困境的重要性——与实际行为有极大的区别。

对矛盾的再研究

态度和行为是否总是这样的矛盾呢？1969年，心理学家艾伦·威

克（Allan Wicker）发表了一篇研究回顾文章，文章认为答案是肯定



的。威克的这个结论对态度研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威克列举了

46项研究作为其文献回顾的基础。在这些研究中，有关态度和相对应

行为的实验是在不同条件下进行的。被试的来源十分广泛，包括了大

学生、保险经纪人、工厂工人、妇产科护士，等等。同样，研究的主

题也非常宽泛，包括了公共住房、足球、民权运动，等等。

在这46项研究的基础之上，威克（1969， p. 65）总结道：“态

度与行动并不是那么密切相关。态度与表露在外的行为实际上是无关

的，或只有很微弱的联系。”根据他的研究，态度与行为的相关系数

往往趋近于零，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这一系数会超过0.30。两年之

后，威克（1971）做了更进一步的研究，他认为，即使抛弃“态度”

这一概念也未尝不可。

可以想像，这些结论当然会令态度研究者们感到十分不安。没有

多久，修正学派诞生了。修正学派的拥护者们认为，在某些条件满足

的情况下，态度与行为是一致的。这些条件包括：（1）必须仔细选择

态度和行为的测量方法，应该尽可能有效和可靠；（2）只要有可能，

应该尽量以多种方式来研究态度和行为；（3）为了避免出现干扰变

量，研究态度和行为的时间应该被安排在一起；（4）在行动、行动的

对象、行动发生的情境以及行动发生的时间方面，态度和行为的测量

手段应该相匹配。

在1977年发表的一篇文献回顾中，艾克·阿杰增和马丁·菲什拜

因（Icek Ajzen&Martin Fishbein）说明了其中一些条件的重要性。

阿杰增和菲什拜因从具体对象和行动的角度来定义态度和行为的符合

程度，并将100多项研究中的态度-行为关系分为三类：高符合程度，

中等符合程度和低符合程度。当态度和行为的符合程度较低时，阿杰

增和菲什拜因发现，大多数情况下，态度和行为之间不存在显著相

关。而另一方面，如果对态度和行为进行了仔细测量，且它们在具体



对象和动作方面的符合程度较高时，态度-行为的相关系数则至少为

0.40。也就是说，如果态度是关于某项特定的动作，且这一动作指向

某个特定的对象，那么态度就能很好的预测行为。但是，如果态度指

向的对象并不是行为所指向的对象，态度和行为相一致的程度就降低

了。阿杰增和菲什拜因认为，拉彼埃尔（1934）之所以认为态度和行

为只有很微弱的一致性，是因为其研究中态度的对象（普遍意义上的

中国人）和行为的对象（一对特定的中国夫妇）相距甚远。

结论

可以用一句俄罗斯名言来概括了本章所讨论过的大多数研究结

果。正如那位著名的俄国沙皇亚历山大所说的（大意如下）：“跨越

人生并不是像跨越一片田野那么简单。”应用到决策与判断的研究上

来说，也就是：“衡量一种态度、看法或是偏好，并不是像问一个问

题那么简单。”

态度、意见和选择往往具有惊人的可塑性。在许多情况下，问题

的措辞对人们的回答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因此，我们对问题的结构和

情境要特别小心。第6章将给出一些例子来说明，微妙的措辞变化是如

何影响决策和判断的。

第6章　问题的措辞和框架的影响

1986年英国举行的一项盖洛普民意测验中的一个问题是：自己的

国家拥有核武器是否会让他们感到“安全”时。40％的人对此持肯定

态度，而50％的人则对此持否定态度（剩下的10％没有明确意见）。

然而，当测验问卷中的“安全”被改为“更加安全”时，答案的百分

比却倒转了过来：50％的人认为拥有核武器让他们感到更加安全，



36％的人认为拥有核武器让他们感到更加不安全（Lelyveld， 1986年

10月5日）。

这些结果说明了措辞微妙变化的重要性。有时候，即使只改变一

两个词语——不管是问题本身变化还是答案选项变化——也会对人们

回答问题产生深刻影响（Borrelli， Lockerbie，&Niemi， 1987）。

考虑一下下面这个例子。

一项取巧的任务

这是在1969年。你是一名卓越的盖洛普民意测验组织的民意测验专家，同时也是一个

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人。你的一项秘密任务就是要进行一次民意测验，并使这项测验的

结果表明，美国公众希望美国加快从越南战争撤军。你怎样才能够达到目的呢？

在这一年的6月，盖洛普告知问卷回答者：尼克松总统已经宣布，

未来的3个月内将有25000军队将从越南撤出。回答者需要回答“撤军

应该加快还是应该减速”（“保持现状”并没有被直接包括在答案选

项中，但如果回答者主动提到，采访者仍然需要记录这个答案）。几

乎一半的回答者（42％）认为应该“加快”， 16％认为应该“减

速”，另外29％认为应该“保持现状”（Converse&Schuman， 1970年

6月）。

你将这些结果向媒体公开，第二天全国报纸的头条都是：美国民

众希望加快撤军速度。现在，你便可以轻松地坐在椅子上，偷偷享受

自己的成功了。

但不久之后，另一家民意调查机构哈里斯（Harris）做了一个类

似的调查，只是问题变成了：“你认为总统的撤军速度是过快，过

慢，还是恰到好处？”在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中，有半数的人（49％）



认为撤军速度刚刚合适。只有29％的人倾向于加快撤军速度，而6％的

人认为撤军速度过快（Converse&Schuman， 1970年6月）。

拿起报纸，现在你看到的头条又成了：美国民众希望维持现在的

撤军速度；先前的民意测验是错误的。

“先前的民意测验是错误的？”你问自己。盖洛普进行的这次民意测验肯定是没有错

误的。但如果先前的民意测验也没有错误，那么究竟哪个测验是正确的呢？

其实，与其探究究竟哪个民意测验是正确的——两种情况都可能

成立——还不如仔细考虑一下这两个测验结果各自有什么样的含义。

盖洛普使用的是一个没有明确包括中间选项的“迫选”问题。因此，

即使人们只有非常非常小的偏好，也只能选择加快或减速撤军。没有

中间选项的问题，常常能够有效地检测出人们的一般倾向。但如果要

做到十分严谨，报道盖洛普测验结果的头条应该改为：如果只能在加

快或减速撤军中选择一项，美国民众希望加快撤军速度。因为，盖洛

普民意测验的结果并不代表真正不满意撤军速度的美国民众的比例。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哈里斯调查为回答者提供了一个明确的中间

选项。增加一个中间选项的效果与增加一个“没有看法/不知道”过滤

器的效果差不多；通常，会有10％到40％的人转而选择中间答案，但

是边际比例基本上会维持不变（在这个例子中，边际比例是认为“过

快”和“过慢”的人之比）。但是设置这样一个中间选项也有缺点。

这是一个“安全”答案，因此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产生虚假信息。

开放式问题

引入一个中间选项可能会鼓励人们选择中立。另外，引入一些其

他选项也

表6.1　有关重要性的问题



注释：这些数据来自舒曼和斯科特（1987）所做的调查，他们在调查中询问了8名被

试一个开放性问题“你认为这个国家当今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询问

171名被试一个封闭式问题“你认为以下哪个问题是这个国家当今所面临的最重要的

问题：能源短缺，公立学校的质量，堕胎合法化还是污染问题，如果其中没有你想

要选择的答案，你可以填写其他答案。”

可能导致选择这项答案的人数增多。霍华德·舒曼和杰奎琳·斯科特

（Jacqueline Scott）于1987年发表的研究便说明了这样一种现象。

在一次全国性调查中，舒曼和斯科特要求调查对象回答：“当前

我们国家所面临的最重大的问题是什么？”正如表6.1的第一行所列，

如果以“开放式问题”（调查对象给出自己的回答）的形式来询问调

查对象，那么只有2％的人认为，当前最重大的问题是能源短缺、公立

学校教育质量、合法堕胎或是污染问题（参见你在读者调查中第27题

的回答）。然而，当舒曼和斯科特将这些回答频率不高的答案纳入到

“封闭式问题”中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封闭式问题中，调查对

象需要从答案列表中选出答案）。正如表6.1的第二列所示，大部分的

调查对象选择了一个不常见的答案作为国家现在所面临的最重大问

题。将这些不常见的回答在答案选项中列出后，它们的被选频率就提

高了30倍。

封闭式问题有时候可能会把那些平时很少想到的不常见答案纳入

选项中，这样做确实会扭曲调查结果。但有时开放式问题同样也会对

回答产生误导。比如说，当人们被问到“近代世界上发生过的最重大



的事件是什么”时，只有不到2％的人提到了计算机的发明。但当计算

机作为一个答案选项出现时，大约有30％的人都选择了这个答案

（Schuman&Scott， 1987）。在这个例子中，使用封闭式问题比使用

开放式问题更能够体现人们真实的看法。

即便是回答一些非常普通的问题也容易受到答案选项的数量和类

型的影响。比如说，一项研究就发现，被试对电视使用时间的回答会

随着问题答案的种类而变化（Schwarz， Hippler， Deutsch，

&Strack， 1985）。在这一实验中，被试用了两种量度来表示他们每

天看电视的时间。每种量度都以半小时为间距，分为六种水平。第一

种以“最多半小时”开头，以“超过两个半小时”结尾。

表6.2　什么才是事实

注释：第一对问题摘自伊莉莎白·洛夫特斯的研究（1975），第四对问题摘自理查

德·哈里斯的研究（1973）。所有差异都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

而第二种则以“最多两个半小时”开头，以“超过四个半小时”结尾。对于

第一种问题，有84％的人回答说每天看两个半小时左右的电视。而对于第二种问

题，则只有63％的人表示每天看两个半小时左右的电视。

正如诺伯特·施瓦茨（Norbert Schwarz）和他的同事（1985）所

说：“量表不仅仅是被试用来描述他们行为的‘衡量工具’。更确切



地说，被试在评价他们自身的行为时，往往利用了答案选项中所提供

的行为范围作为参照框架。”框架化的答案选项——正如问题本身一

样——从来都无法做到完全中立，它们通常传递了一种隐含的可以接

受的答案（见表6.2，一些隐含了答案的问题）。正如下一部分将要阐

述的那样，当一些答案比另外的答案更能具有社会称许性时，答案偏

差也可能产生。

社会称许性

1982年，曾经负责为里根总统做民意测验的理查德·沃思林

（Richard Wirthlin）在一次全国性调查中发现，58％的调查对象同

意这一说法：“我们应该反对美国冻结其核武器，因为这对于减少那

些业已存在的数以万计的核武器来说毫无益处，而且还会使前苏联处

于核优势状态。”但就在几分钟后，又有56％的调查对象表示同意这

样的说法：“我们应该赞成美国冻结其核武器，因为这样才能开展我

们现在迫切需要实施的行动，那就是阻止世界上其他国家建立核武器

储备，减少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实际上，有27％的调查对象同时

赞成两种说法。沃思林这样描述道：“这是我们所问过的问题中，最

具有矛盾性的一个问题。”（Clymer， 1982年5月6日）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当调查对象对冻结核武器缺乏一个坚定

的看法时，他们就可能会试图给出最具有社会称许的答案。第一个问

题将支持冻结核武器与让前苏联占据核优势等同，而第二个问题则将

冻结核武器与世界和平相联系起来。几乎没有一个美国人会赞成让前

苏联占据核优势，但也没有人会反对世界和平。

当人们对一个问题并没有很坚定的信念时，他们通常会对那些

“最广为流传的句子”做出反应，这些句子使得人们的态度往社会所

赞许的方向靠拢。例如，《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曾经公布了一项民



意调查的结果。在这一调查中，58％的调查对象赞成对尼加拉瓜反抗

者进行援助以“防止共产主义影响的扩散”，但只有24％的人赞成对

“试图推翻当权政府的人们”进行援助（Budiansky， 1998年7月11

日）。对于大多数的美国人来说，“预防共产主义”是一项被认可的

行为，而“推翻当权政府”则不然。

其实早在1940年，哈德利·坎特里尔（Hadley Cantril）在两次

有关美国是否应该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民意测验中就得出了相同模

式的结果。只有13％的调查对象同意“美国应该做出比现在更多的努

力去帮助英国和法国”。但当第二组调查对象被问到“你认为美国是

否应该做出比现在更多的努力，去帮助英国和法国打败希特勒”时，

这个数字就攀升到了22％。在当时，帮助“打败希特勒”比单纯地帮

助英国和法国更具有社会称许性。

允许还是禁止

在另一组早期的民意测验中，鲁格（Rugg， 1941）向不同的调查

对象分别询问了以下两个问题之一：

你认为美国是否应该允许公开发表反民主的演说？

你认为美国是否应该禁止公开发表反民主的演说？

虽然这两个问题看起来好像是问的都是同一件事情，但鲁格却发

现它们导致了完全不同的回答。当人们被问到美国是否应该允许公开

发表反民主的演说时，62％的人持否定看法。另一方面，当人们被问

到美国是否应该禁止公开发表反民主的演说时，只有46％的人作出肯

定回答（从逻辑上来讲，禁止与不允许发表这类演说是等同的）。在

对此发表意见的调查对象中，回答“不允许”发表反民主演说的人竟

然比回答“禁止”发表反民主演说的人多出20％！



舒曼和普雷瑟（1941）曾在20世纪70年代将鲁格的实验重复做了3

次，每次都得到了与鲁格（1941）类似的结果。在跨越了30年的4次调

查中，相对于“允许”类问题来说，“禁止”类问题使得支持演说自

由的人数大增（有可能是因为“禁止”更容易让人联想到自由的丧

失）。舒曼和普雷瑟的实验与鲁格的实验只有一个明显区别，那就

是，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人更能够容忍自由演说一些。所以在对这两

个问题的回答中，70年代支持自由演说的人都比40年代支持自由演说

的人多出了将近30％。

允许-禁止的差异在其他话题的一些实验中也得到了验证。例如，

希普尔和诺伯特·施瓦茨（Hans-J. Hipper&Norbert Schwarz，

1986）就发现，在偷窥、（青少年禁看的）X级片、高速公路上用盐来

化雪等问题上，“不允许”和“禁止”就存在明显的差别。其他一些

民意测验还发现，调查对象中只有29％的人赞成进行“反堕胎”的修

宪，但却有 50％的人赞成进行“保护未出生生命”的修宪

（Budiansky， 1988年7月11日）。

框架

正如以上研究结果所示，人们对损失（比如禁止）和获得（比如

允许）的反应是有差别的。但直到心理学家阿莫斯·特韦尔斯基和丹

尼尔·卡尼曼（Amos Tversky&Daniel Kahneman）普及了“框架”这

一概念之后，这一差别的重要性才得到人们的广泛认识。特韦尔斯基

和卡尼曼（1981）认为，决策框架是“决策者所拥有的有关动作、结

果以及某一特定选择可能引发的有关情况的一系列概念”。特韦尔斯

基和卡尼曼（1981）认为，决策框架部分是由问题形式决定的，部分

是由社会规范、习惯和决策者的性格特征决定的。在特韦尔斯基和卡

尼曼的研究中，他们着重研究了不同问题形式所产生的不同效果。



这些效果可以通过下面这个赌钱的例子看出来（特韦尔斯基和卡

尼曼的一个实验）。在决策1中，你必须从选项A和选项B中选择一个：

选项A：肯定会获得240美元

选项B：25％的概率获得1000美元，75％的概率什么也得不到

你会做何选择？（可以参考你在读者调查中第25题的答案。）记

录下你的选择后，再来看决策2：

选项C：

肯定会输掉750美元

选项D：75％的概率输掉1000美元，25％的概率什么也不会输掉

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1981）发现，在决策1中，人们更喜欢选择

A。84％的被试选择了选项A而不是选项B。正如第5章所提到的，当面

临获利时，人们往往是规避风险的（“二鸟在林”对人们来说往往不

如“一鸟在手”），但在决策2中面临损失时，人们则往往更喜欢赌一

赌运气。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实验的被试中，有87％的人选择了选项

D。因为当面临损失时，人们更乐于冒风险。这种风险偏好和风险规避

同时存在的情况非常普遍，因此在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1981）的实

验中，有73％的被试同时选择了选项A和D，只有3％的人同时选择了选

项B和C。

有趣的是，选择B和C实际上比选择A和D更加有利。只要将已选选

项的结果加总（见图6.1）就可以看出来。选择A和D，不但可以肯定地

获得240美元的同时，而且输1000美元的概率只有75％。也就是说，输

掉760美元的概率是75％，获得240美元的概率是25％。而如果选择B和

C，则只有25％的概率获得1000美元，75％的概率一无所获，扣除掉一



个确定的750美元的损失之后，得到的是25％的概率获得250美元和

75％的概率输掉750美元。

也就是说，将选项组合后得到的选择方案是：

A和D：75％的概率输掉760美元，25％的概率获得240美元

B和C：75％的概率输掉750美元，25％的概率获得250美元

如果你选择了A和D，那么相对于选择B和C，你将获得更少的钱或

是输掉更多的钱。不管是输钱还是赢钱，选择B和C都比选择A和D更为

有利。



图6.1　虽然选项B和C比A和D的结果更有利，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1981）发现，

与B和C相比，人们更多地选择了A和D。

良药苦口难下咽

在医疗问题上，框架效应显得尤为重要。由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

（1981）进行的“亚洲疾病”问题的研究是有关医疗方面框架效应的

最早也是最有名的实验：



假设美国正在为亚洲即将爆发的一场非比寻常的疾病做准备，这场疾病可能会导致

600多人丧生。如何与这场疾病作斗争，这里有两套方案。假设对每种方案结果的科学估计如

下：

如果实施方案A，能够挽救200人的性命。

如果实施方案B，有1/3的概率挽回600人的性命，有2/3的概率无法挽救任何人。

你支持哪一个方案？

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发现，在这一框架下回答问题的人中，有

72％的人属于风险规避型；他们选择能够肯定挽回200人生命的方案，

而不是以如此多人的生命作赌注。

但如果改变问题的框架，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却得到了完全不同

的答案。他们给了另一组调查对象同样的问题，只是改变了对方案结

果的描述：

如果实施方案C，400人会死亡。

如果实施方案D，有三分之一的概率没有人死亡，有三分之二的概率600人都会死亡。

虽然这种框架下的方案C和D和前述框架下的A和B从数字上来说是

等同的，但却有78％的回答者变得更愿意冒风险了；他们更愿意赌一

赌，而不愿意接受400条生命的丧失。

有关医疗决策的其他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Wilson，

Kaplan，&Schneiderman， 1987）。例如，《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上发表的一项实验显示，框架

影响到了内科医生对肺癌治疗的决策（McNeil， Pauker， Sox，

&Tversky， 1982）。这一实验的被试包括424名放射科专家，491名学

习过统计学和决策理论的研究生，以及238名患有各种慢性病但无需卧

床的病人。他们向所有的1153名被试展示了两种肺癌治疗方法的信息

概要（外科手术和放射性治疗）。读完这些概要后，他们要马上在两

种治疗方法中做出选择。



一半被试所读到的信息概要是从病人的存活概率的角度来描述

（比如说，68％的概率能够多活一年）。而另一半的回答者所读到的

信息概要，则是从死亡概率的角度来描述（比如说，一年之后死亡的

概率为32％）。由于肺癌手术的最大缺点就是在手术进行中或者手术

结束后的短时间内死亡率较高，因此实验者推断，如果信息概要是从

存活率的角度而不是从死亡率的角度来表述，那么选择外科手术的频

率应该会高一些。

事实上，实验结果也的确如此。当以存活率表述时，选择手术而

不是放射性治疗的人数百分比为75％，而以死亡率表述时，则为

58％。这种选择结果不仅存在于病人中，也存在于内科医生和研究生

中。因此说，即使是那些受过高等训练的专家所做出的生死攸关的决

策，也会受到问题框架形式的深刻影响。

税收抵减的逻辑

在一篇引人深思的关于“经济推理”的文章中，哈佛经济学家托

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 1981）向人们举了一个十分有趣的

例子，在这个例子中，“重构”问题能够产生惊人的结论。谢林注意

到，当时美国的所得税法规定，征收家庭所得税时，每个孩子可以抵

减1000美元的家庭收入（也就是说，在将家庭总收入转换为应纳税收

入时，有一个孩子就可以少算1000美元的收入）。这一抵减金额是固

定的，它并不因家庭总收入的变化而变化。

但谢林对此提出一个问题，不允许那些富有家庭在每个孩子身上

得到更大的税收抵减是否合理？毕竟，相对于贫穷家庭来说，富有家

庭在每个孩子身上的花费更多一些，而且一个富有家庭生育孩子的费

用也比贫穷家庭的花费高出许多。



大多数的人都反对这一政策。人们认为，“完全没有道理进一步

扩张富人的特权——更不能以牺牲公众的利益为代价。”

但谢林提出，如果税法以另外一种方式表达，情况也许不同。假

设税法这样规定：一般来说典型的家庭都有2～3个孩子，那么对每个

家庭征税时，加征一个“无子女附加税”以代替原来的税收抵减。也

就是说，如果一个没有子女的家庭需要多缴税（而不是给有孩子的家

庭予以税收抵减），那么一个无子女的贫穷家庭和一个无子女的富有

家庭是否应该缴纳一样多的税收？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会说，富有家庭应该比贫穷家庭缴纳更多

的税收。由于富有家庭在孩子身上的花费往往要比贫穷家庭更多，因

此可以推断，相对于无子女的贫穷家庭来说，无子女的富有家庭能够

负担更高的附加税。但问题在于，这一论述恰恰与刚才的有关富有家

庭不能享受更多税收递减的论述相冲突。用谢林（1981， p. 55）的

话来说：“所得税可以以无子女夫妇的家庭收入为基础，然后对有子

女的家庭收入税予以调整；也可以是以有子女夫妇的家庭收入为基

础，然后对无子女的家庭收入税予以调整。既然二者都能够得到相同

的收入税，那么无论选择哪种方式应该不存在任何区别。”

但事实上却是有区别的。因为只要实施税收抵减，人们就会认为

——并且好像有很好的理由——抵减额应该是固定的。

心理分账

决策者不仅会构架他们的选择——他们也会构架选择的后果。特

韦尔斯基和卡尼曼（1981）将这种过程称为“心理分账”。心理分账

（psychological accounting）是指，某一结果只是从动作直接结果

的角度来描述（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称之为“简单账户”），还是需



要综合考虑这一动作与其他行为的先前关系（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称

之为“综合账户”inclusive account）。

下面这组问题（摘自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1981年所做的一个实

验）就是心理分账的一个例证：

问题1：假设你想看一场戏剧，门票是10美元。当你走到戏院门

口时，发现自己掉了10美元。你还会花10美元看戏吗？

在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调查的183名对象中，有88％的人表示他们

仍然愿意花10美元看戏。大多数人并未将这10美元的损失与买票联系

起来；相反，他们将这一损失划分到一个单独的账户上。

现在来看一看第二个问题：

问题2：假设你想看一场戏剧，并花了10美元买票。当你走到戏

院门口时，发现自己把门票丢了。座位并没有被标记出来，门票也不

可能再找到。你会再花10美元买一张票吗？

在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调查的200名对象中，只有46％的人表示他

们愿意再买一张票。虽然丢一张票的损失与丢10美元的损失从金钱上

来说是等同的，但大多数的回答者显然将买第二张票的成本与买第一

张票的成本加在了一起——而且认为这20美元是额外的花销。

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还做过另外一个有关心理分账的实验：

假设你准备买一件价值125美元的夹克和一个15美元的计算器。卖计算器的人告诉

你，另一家分店里的计算器正在减价，只卖10美元。但是开车到那里需要20分钟，你会到那

家分店去买吗？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中，有68％的被试表示愿意开20分钟的车以节

约5美元。



但是如果计算器要125美元而夹克只要15美元呢？特韦尔斯基和卡

尼曼就此问题询问了88名被试：

假设你准备买一件价值15美元的夹克和一个125美元的计算器。卖计算器的销售员告

诉你，另一家分店里的计算器正在减价，只卖120美元。但是开车到那里需要20分钟，你会到

那家分店去买吗？

在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的实验中，只有29％的被试表示他们愿意

开车去。当计算器被标价为125美元时，多于2/3的被试表示他们不会

为了节省5美元而开20分钟的车，虽然这一削价与先前问题中提到的削

价没有什么区别。

这是为什么呢？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1981）认为，被试是从简

单账户的角度来结构化第一个问题的，因为20分钟的车程是直接与5美

元的节省相比较的。而在第二个问题中，被试将整体购买价格综合进

了账户中，因此5美元显得就不那么重要了，甚至可以忽略。乔治·夸

特龙（George Quattrone）和特韦尔斯基（1988）进一步解释道，人

们是根据“比率-差异原则”来做选择的，两个金额之间的固定（正）

差额的影响随着它们之间比率的增加而增加。20美元与15美元的比率

为1.33，这当然比125美元与120美元的比率1.04更有影响力。理查德

·塞勒（Richard Thaler， 1985）在研究心理分账在消费选择中扮演

的角色时也发现了类似的框架效应。

这些发现以及本章先前所提到的其他实验结果并不意味着一个聪

明的销售员或是民意测验专家可以得到他们想要的任何结果。它们只

是说明，问题的措辞和框架往往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十分值得人们

去关注。虽然这些结果看起来好像是不言自明的，但实际上——正如

接下来的3章所表明的那样——人们花了很长时间来认识它们。

结论



人们在得知某一公众民意调查的结果时很少会想到，这些问题是

否经过了过滤，答案选项中是否包括了中间选项，问题是从收益还是

从损失的角度来提问的，等等。大多数人往往会相信，被访者是按照

他们自己的信念来回答问题的。但大量的研究表明，框架和问题的措

辞能够显著地影响人们的回答。

对于那些有关决策与判断的调查和研究，一定要考虑人们的答案

是否会随着以下因素而发生变化：

问题呈现的顺序

问题出现的情境

问题是开放式还是封闭式

问题是否经过了过滤

问题是否包含了某些时髦词句

答案选项的范围

答案选项出现的顺序

是否提供了中间选项

问题是从收益还是从损失的角度来提问的

如果你觉得这些因素的变化可能会改变人们的回答，那么在经过

措辞改变测试之前，你的研究结果是不具有可信度的。正如保罗·斯

洛维奇、戴尔·格里芬和特韦尔斯基（1990， p. 25）所说：“如果

结果在经过了多种程序的测试之后仍然是一致的，那么我们就有理由

相信这些判断；如果不是，就需要更进一步的分析。”由于判断往往

容易受到问题措辞和框架的影响，最安全的做法就是以多种方法来测

试和比较结果。

[1]正如汤姆·史密斯（Tom Smith， 1984）所说，意见和虚假意见（或者有时候被称为态度和虚假

态度）实际上是一种连续状态的两个终端，但并没有清晰和定量化的定义。然而，区别这二者仍然是非常

有用的（正如冷和热都是一种连续状态的一部分，但却是截然不同的）。

对这一术语的另一点补充：全书中，“意见”和“判断”通常是可以互换的，而“态度”则通常指带有

评价性的判断（在好-坏，喜欢-不喜欢，同意-不同意等维度上面进行判断）。例如，对于罐子里有多少豆



子，人们形成的是意见或是判断，而很少是一种态度。大多数的心理学家在使用“态度”这一术语时，指

的都是带有评价性的判断。而在实际中很难区分态度、意见和判断。



第三部分　决策模型

虽然决策和判断具有情境依赖性，但早期的决策模型常常假定，人们的态度和偏好是

固定的，且不会随着引导方式的改变而改变。决策者被当成“理性人”来看待，他们追求效

用最大化和自我利益，而且遵循理性行为的原则。这一部分的章节将对这些模型进行回顾，

讨论它们各自的缺点以及其他一些决策理论。

第7章　期望效用理论

1713年，一位名叫尼古拉斯·伯诺利（Nicolas Bernoulli）的瑞

士籍教授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翻译过来的意思大概是：伯

诺利感兴趣的是，根据下面两个原则，人们愿意为玩这个游戏付多少

钱：（1）掷硬币，直到硬币出现字，（2）如果第一次掷硬币就出现

字，玩游戏的人可以得到2美元，如果第二次才出现字，玩游戏的人可

以得到4美元，如果第三次才出现可以得到8美元，如果第四次才出现

可以得到16美元，以此类推。为了参加这个游戏，你愿意付多少钱？

（读者调查的第30题，你可以检查自己的答案。）大多数人都表示，

只愿意花几美元来玩这个游戏。

由于是伯诺利第一次提出了这个问题，因此它被称做“圣彼得堡

悖论”。之所以称它为一个悖论，是因为这个游戏的期望值（如果游

戏无限次地进行下去，其期望平均值）是无限的，但却几乎没有人肯

付一大笔钱来玩这个游戏。为了说明平均回报是无限的，我们可以用

每种结果的回报乘以其概率来计算伯诺利游戏的期望值。[1]第一次抛

硬币就出现字（玩游戏的人可以得到2美元的回报）的概率为1/2，第

一次出现正面第二次出现字（玩游戏的人可以得到4美元的回报）的概



率为1/4，出现两次正面再出现字（玩游戏的人可以得到8美元的回

报）的概率为1/8，推而广之，期望值（EV）为（K=掷硬币的次数）：

那么问题就在于，为什么人们不愿意付更多的钱来玩这个游戏，

以得到无限大的回报。就在尼古拉斯·伯诺利提出这个问题的25年之

后，他的堂弟，数学家丹尼尔·伯诺利对此进行了解释，并成为现代

决策理论的起源。丹尼尔·伯诺利认为，金钱的价值或者说效用随着

获取金额的增多（或者是已有财富的增多）而递减。丹尼尔·伯诺利

书中的第24页写道：“同样是1000达克特，对于一个穷人的效用要比

它对于一个富人的效用要大得多，虽然二者的金额完全相同。”伯诺

利认为，金钱的价值可以这样来表示：



有了这样一个假定，即金钱效用随着财富增加而递减，伯诺利就

能够解释，圣彼得堡游戏的期望值并非是无限的。

期望效用理论

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同意丹尼尔·伯诺利的理论确实能够解释圣

彼得堡悖论（例如，Lopes， 1981；Weirich， 1984），但他的边际

效用递减理论却为后来的选择行为理论奠定了基础。其中最为著名的

便是“期望效用理论”。这是由约翰·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和奥斯卡·摩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于1947年提出

的。冯·诺伊曼和摩根斯坦认为，期望效用理论是一种标准化行为理

论。也就是说，经典的效用理论并不是要描述人们的实际行为，而是

要解释，在满足一定的理性决策条件下人们将如何表现自己的行为。

这一理论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为理性决策提供一套明确的基本假设

或者说公理。当冯·诺伊曼和摩根斯坦定义这些公理后，决策研究者

们就能够将期望效用理论计算出的数学预测结果与决策者的真实行为

相比较。当研究者发现某一公理无法满足时，就可以对这一理论作修

改并做出新的预测。这样，决策研究者们可以反复比照理论与实际，

提出更多新的学说来。

理性决策的公理有哪些？期望效用理论的大多数公式都至少包含

了以下六条原则中的一条：

有序性。首先，决策者可以对任意两个备选方案进行比较。他们

应该要么偏好其中一个，要么对两个都无所谓。

占优性。理性的个体永远都不会采取一个被其他策略占优的策略

（对于我们来说，采取策略等同于做决策）。如果一项策略与其他策

略相比较，至少在某一方面比其他策略都好（意味着产生更大的效



用），而且在其他方面与其他策略一样好，这项策略称之为弱式占

优。如果一项策略与其他策略相比较，在所有方面都比其他策略好，

这项策略称之为强式占优。举例来说，如果汽车A在质量、成本和外观

方面来说都比汽车B更好，那么汽车A相对于B来说就是强式占优。但如

果汽车A只是在质量方面比汽车B好，而在成本和外观方面与汽车B差不

多，那么汽车A就属于弱式占优。根据期望效用理论，完全理性决策者

绝不会选择一个占优策略，即使所选策略是一个弱式占优策略。

相消性。如果两个有风险的备选方案所可能产生的结果中包含了

某些完全相同且具有相同概率的结果，那么在对这两个方案进行选择

时，就应该忽略那些结果的效用。也就是说，在进行选择时只需要比

较那些不同的结果，而不是比较两种选择都具有的相同结果。相同因

素应该相互抵消。

可传递性。如果一个理性决策者在方案A和方案B中更偏好方案

A，在方案B和方案C中更偏好方案B，那么这个人在方案A和方案C中肯

定更偏好方案A。

连续性。对于任何一组结果，如果出现最好结果的概率非常大，

决策者总是偏好在最好和最坏的结果中进行赌博而不是选择一个中间

值。举例来说，如果完全财务损失的概率是1000000000000000000…

000分之一，那么一个理性决策者肯定会偏好在100美元和完全财务损

失中进行赌博，而不是选择一个确定的10美元的盈利。

恒定性。恒定性原则表示，决策者不会受到备选方案的表现方式

的影响。比如说，理性决策者不会在一个复杂的赌博（例如，两阶段

的彩票，每一阶段的获奖概率为50％，如果两阶段都获奖将得到100美

元）和一个简单的赌博（例如，一次性彩票，有25％的概率赢得100美

元）中有什么偏好。



冯·诺伊曼和摩根斯坦从数学上证明，如果决策者违背了这些原

则，期望效用就无法达到最大化。举例来说，如果违背了可传递性原

则，那么你对于方案A、B和C的偏好就具有不可传递性。你偏好方案A

比方案B更多一些，偏好方案B比方案C更多一些，偏好方案C比方案A更

多一些。这就意味着，我可以让你选择方案C，也可以提议你放弃方案

C并付一分钱而得到方案B。因为你偏好方案B比偏好方案C更多一些，

你当然乐意接受我的提议，并付给我一分钱。

现在你选择了方案B。同样的，我也可以提议你放弃方案B并再付

一分钱而得到方案A（相对于方案B来说，你更偏好方案A一些）。这样

你就得到了方案A。但是，由于你的偏好具有不可传递性，我仍然可以

提议，你放弃方案A并再付一分钱而得到方案C（相对于方案A来说，你

更偏好方案C一些）。其结果就是，你还是回到了最初的状态，却损失

了3分钱（或者是3美元、3000美元，或者其他）。也就是说，我可以

继续利用偏好所具有的不可传递性，把它作为摇钱树，直到骗光你所

有的钱。在以后几章中，我们将讨论违背理性行为中的可传递性原则

和其他原则的一些例子。

理论的扩展

继冯·诺伊曼和摩根斯坦提出期望效用理论后，许多其他理论家

对此进行了扩展，提出了多个变式。其中最有名的一个变式是由伦纳

德·萨维奇（Leonard Savage）于1954年提出的“主观期望效用理

论”。萨维奇的理论与冯·诺伊曼和摩根斯坦的理论相比的最大区别

在于，萨维奇考虑到了主观的，个人的因素。1954年以前，期望效用

理论中使用的概率都是经典理论中的客观概率（例如，以相对频率为

基础）。萨维奇将这一理论进行了推广，将人们对某个事件可能发生

的主观概率也纳入进来。



如果客观概率不可能预先得知或是这种结果只会发生一次，这种

推广就显得十分重要了。比如说，在主观期望效用理论的框架下，如

果一些不可重复事件的发生可能性（如核战争）的概率无法通过计算

相对频率来得到，就可以进行人为的估计。而经典效用理论则无法估

计“核战争爆发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

其他理论家也对经典效用理论进行了补充和完善。例如，邓肯·

卢斯（Duncan Luce， 1959）和其他人一起建立了一个他们称之为

“随机的”选择模型——这一模型认为偏好具有随机成分。在随机模

型出现之前，效用理论家很难解释清楚为什么头一天偏好喝汤而第二

天却偏好沙拉。卢斯解释这一问题的方法是，将对汤和沙拉的偏好作

为一种随机概率而不是100％固定的选择。

彼得·菲什伯恩（Peter Fishburn， 1984）、尤德尔·卡梅卡

（Udar Karmarkar， 1978）、约翰·佩恩（John Payne， 1973）和

克莱德·库姆斯（Clyde Coombs， 1975）等人对期望效用理论进行了

更进一步的扩展，并提出了其他一些替代理论。虽然期望效用理论常

常被作为一个整体理论来进行探讨，但实际上期望效用理论指的是一

个理论系，而不是某个特定的理论（虽然“期望效用理论”也常常作

为冯·诺伊曼和摩根斯坦理论的一个简称）。

结论

保罗·休梅克（1982， p. 529）对期望效用理论及其变量做了一

次全面回顾，他认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期望效用理论是自二战

以来决策研究的主要范式。”确实，在决策理论中，这一理论所引起

的研究和讨论比其他理论所引起的研究和讨论都要多。但是，正如第8

章所示，经典期望效用理论却存在一些棘手的问题和悖论。这些问题



使得部分决策研究者放弃了期望效用理论而去寻找更有用的替代理

论。

第8章　理性决策的悖论

虽然期望效用理论的原则听起来好像是合理的，但在许多情况下

决策者却会违背这些原则。例如，第6章的框架效应表明，决策者常常

会违背恒定性原则（如果要进一步了解违背恒定性原则和占优性原则

的例子，参见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1986）。在这一章中，我们主要

讨论违背相消性原则和可传递性原则的例子。

阿莱悖论

根据相消性原则，在两个方案中做出选择应该只取决于它们之间

的差异——而不是两种方案所具有的共同点。两种方案所具备的相同

因素不应该影响到理性人所做的选择。比如说，你要在两辆车之间进

行选择，而它们具有同样的质量，那么质量这一因素就不应该影响到

你的选择。

从表面看来，这一原则看似有理；如果两辆车有同样的质量，为

什么要让质量的高低来影响你的选择呢？理性决策者应该是根据两种

方案的不同方面来进行选择。但1953年，一位名叫莫里斯·阿莱斯

（Maurice Allais）的法国经济学家发表了一篇文章，向相消性原则

提出了挑战。在这篇文章中，阿莱斯（1953）简要概述了他的阿莱悖

论——这一悖论显示了违背相互抵消原则的情况。让我们来看一看这

一悖论是怎样起作用的。



假设我提供给你两种选择，A和B。如果你选择A，你一定能够得到

100万美元。但如果你选择B，就有10％的概率得到250万美元，有89％

的概率得到100万美元，1％的概率什么也得不到。也就是说，你的选

择如下：

选项A：肯定会获得100万美元

选项B：10％的概率获得250万美元，89％的概率获得100万美

元，1％的

概率什么也得不到

你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参见读者调查中第28题（1）的答

案。）实验结果是，即使选项B的期望值大于100万美元，大多数的人

仍然会选择A以得到一个确定的数额。将选项B中的可能结果与其概率

相乘后，可以计算出选项B的期望值（EV）实际上为114万美元，比选

项A的期望值更高：

EV（B）=（0.10）（2500000美元）＋（0.89）（1000000美元）

＋（0.01）（0美元）=1140000美元

虽然如此，大部分的人仍然愿意获得一个确定的100万美元的数

额。

现在，假设我提供给你另外一个选择。这一次，选项A有11％的概

率获得100万美元，89％的概率什么也得不到；而选项B则有10％的概

率获得250万美元，90％的概率什么也得不到。也就是说，你的选择如

下：

选项A：11％的概率获得100万美元，89％的概率什么也得不到



选项B：10％的概率获得250万美元，90％的概率什么也得不到

这次你会如何选择？（参见你在读者调查中第28题（2）的答

案。）大多数人会选择B。他们通常会这样认为，10％与11％盈利概率

的差别很小，但100万美元和250万美元的差别却很大。而且，选项B的

期望值也最大。选项B的期望值是250万美元的1/10，也就是25万，这

是选项A的期望值（100万美元的11％是11万美元）的两倍多。问题或

者说是悖论在于，在第一种情况下选择A的人在第二种情况下也应该选

择A——否则就违背了相互抵消的原则。

图8.1　阿莱悖论

为了说明这一点，现在假设每个选择的结果是通过从罐子里的100

个彩色小球中随机抽取来决定：89个红球（R）， 10个白球（W）， 1

个蓝球（B）。在第一种情况下，选项A代表抽到红球、白球或是蓝球

中的任意一个就可以获得100万美元（也就是说，不管抽到什么都可以



得到100万美元）。选项B则代表抽到红球可以得到100万美元，抽到白

球可以获得250万美元，抽到蓝球则什么也没有。按照同样的逻辑，在

第二种情况下，选项A代表抽到白球和蓝球都可以获得100万美元，抽

到红球则什么也得不到。而选项B则代表抽到白球可以得到250万美

元，抽到红球或蓝球则什么也没有。

由此看来，你会发现两种情况实际上提供了完全相同的选择，只

是在第一种情况下无论你选择哪一个选项，抽到红球你都可以获得100

万美元，而在第二种情况下无论你选择哪一个选项，抽到红球都表示

什么也没有。在两种情况下选项A都表示，抽到白球和蓝球可以获得

100万美元；选项B则表示，抽到白球和蓝球分别可以获得250万美元和

0美元。第一种情况下的选项A和第二种情况下的选项A相比较，除了

89％的概率可以多获得100万美元以外完全相同；第二种情况下的选项

B和第二种情况下的选项B相比较，除了89％的概率可以多获得100万美

元以外也完全相同。

所以说，附加的等同结果——在第一种情况下红球代表100万美

元，而在第二种情况下红球则代表一无所获——使得人们做出了不同

选择。这种差异恰恰违背了相同因素相消性的原则。因为根据相消性

原则，在对两种选项做出选择时，只应该以它们的差异为依据，而不

以它们的共同点为依据。

埃尔斯伯格悖论

另外一个违背相消性原则的著名例子则由丹尼尔·埃尔斯伯格

（Daniel Ellsberg， 1961）提出。埃尔斯伯格悖论是这样的：假设

缸里有90个球，30个是红色的，剩下60个要么是黑色要么是黄色，其

比例未知。从缸里抽出一个球，球的颜色将决定你的收益（见图8.2a

的列表）。



你会在哪种颜色的球上下注——红色还是黑色？大多数人都选择

了红球，以避免黑球和黄球混合比例的不确定性。但如果给出的收益

列表如图8.2b所示，你又会在哪个颜色上下注呢？在第二种情况下，

大多数的人偏好在黑球或黄球上下注，而不是在红球或黄球上下注。

这也是为了避免黑球和黄球混合比例的不确定性。也就是说，大多数

的人在第一种情况下会选择选项1，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则会选择选项

2。

但根据相消性原则，人们在两种情况下应该选择同样的选项。这

可以从图8.2看出，两种情况的结果只有一点不同，那就是在第一种情

况下黄球表示什么也得不到，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则表示100美元。由于

在两种情况下选项1和选项2中的黄球都代表相同的数额（在第一种情

况下代表0美元，在第二种情况下代表100美元），因此两种情况下黄

球的价值都不应该影响到对选项1和选项2的选择（正如相同的质量不

应该影响到对两辆车的选择一样）。但与期望效用理论相悖的是，人

们常常在两种情况下做出不同的选择。

图8.2a　埃尔斯伯格悖论第一种情况下的结果

图8.2b　埃尔斯伯格悖论第二种情况下的结果。惟一的变化是黄球现在表示100美

元而不是0美元。



不可传递性

另外一个理性决策原则是备选方案应该具有可传递性，也就是

说，如果一个决策者在结果A和B中偏好A，在结果B和C中偏好B，那么

在结果A和C中就应该偏好A。第7章曾讨论过，一个具有不可传递性偏

好的决策者容易被别人当做“摇钱树”来使。图8.3给出了有关不可传

递性的另外一个例子。

假设你必须在3个求职者中做出选择（图8.3中的求职者A、B和

C），你已经有了关于他们才智和经验方面的信息。再进一步假设你的

决策原则如下：如果两人的IQ差距超过10分，选择更有才智的人；如

果两人的IQ相差不超过10分，选择更有经验的人。

这听起来倒不失为一个合理的原则，但如果你遵循这一原则就有

可能会面临困境。如果将求职者A与B相比较，我们应该选择B，因为A

和B的才智相差不超过10分，而B却比A有经验得多。同样，如果将求职

者B与C比较，我们应该选择C，因为B和C的才智相差不超过10分，而C

却比B有经验得多。但如果我们将求职者C与A相比较，我们应该选择

A，因为A的IQ比C的IQ高出了10分以上。也就是说，A和B中应该选择

B， B和C中应该选择C，而A和C中则应该选择A。这种不可传递性出现

的原因在于，决策标准有两个维度——才智和经验——而这两个维度

都是小幅递增且呈负相关的。

现实中的人们是否会违背可传递性原则呢？1969年阿莫斯·特韦

尔斯基发表了他的研究，在这项研究中有1/3的被试表现出了不可传递

性。特韦尔斯基

图8.3　以下的决策原则使得很难在A、B、C3个求职者中做出选择，因为此时的偏

好是不可传递的：如果两人的IQ相差超过10分，选择更有才智的人；如果两人的

IQ相差不超过10分，选择更有经验的人。



向18名哈佛研究生展示了图8.4中所列出的5种赌博游戏。正如你所见，每个

赌博游戏的期望值随着获胜概率递增，随着获胜金额而递减。随机挑选一对赌博

游戏展示给学生，要求他们选出更喜欢的一种游戏。游戏的配对有10种可能（A和

B、A和C，等等）。学生做了3次选择后，特韦尔斯基从中挑出8名表现出不可传递

性倾向的被试，让他们每周去一次他的实验室，进行一项为期5周的深入研究。

他发现，有6名学生表现出可信度较高的不可传递性。当两个选项

具有十分相近的获胜概率时（如赌博游戏A和B），被试会选择具有更

高获胜金额的选项。与之相反的是，当两个选项的获胜概率相差悬殊

时（如赌博游戏A和E），被试会选择具有更高获胜概率的选项。也就

是说，A比B好，B比C好，C比D好，D比E好，而E却比A好。特韦尔斯基

（1969）采用了与上面所述的求职者选择相类似的问题，也发现了不

可传递性的存在。

不可传递性并不只是实验上的一个新奇事物，它对决策者来说也

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举例来说，考虑一下决策研究者们所熟悉的

“委员会问题”。在一个典型的委员会问题例子中，一个委员会里一

般有5个成员：安、鲍伯、辛迪、丹和埃伦。他们的任务是聘用一名新

教授，3个候选人如图8.5所示。

假设你是委员会的主席，你知道每个人的偏好，并且你希望能够

控制投票以使得阿尔·爱因斯坦被选中。你应该怎么做？

图8.4　阿莫斯·特韦尔斯基（1969）采用以下的赌博游戏对偏好的不可传递性做

了实验。将每个游戏的获胜概率和获胜金额相乘，即可得到每个游戏的期望值

（EV）



图8.5　在一个典型的委员会问题中，偏好排序如下。数字越低代表的偏好程度越

高（例如，安在乔·施莫和简·多伊中更喜欢乔·施莫，而在简·多伊和阿尔·

爱因斯坦之间更喜欢简·多伊）

答案就是你应该避免在爱因斯坦和多伊之间直接投票，因为5个委

员中有3个人都更加偏好多伊而不是爱因斯坦（安、丹和埃伦）。相

反，你应该让他们就施莫和多伊之间选择谁进行投票，等到施莫赢了

以后再安排在施莫和爱因斯坦之间进行投票。另一方面，如果你更希

望雇佣多伊，你应该先就施莫和爱因斯坦之间进行投票，再在爱因斯

坦和多伊之间进行投票。由于在成对比较中委员们的偏好具有不可传

递性，因而安排投票进程的人能完全控制结果。

偏好逆转

违反不可传递性原则还不是最糟的，因为有的时候甚至连偏好都

会随着情境的变化而发生逆转。萨拉·利希滕斯坦和保罗·斯洛维奇

于1971年发表的实验是有关偏好逆转的最早的实验之一。利希滕斯坦

和斯洛维奇推断，当需要从一对赌博游戏中做出选择时，其心理过程



可能有别于单独在每种赌博游戏上出价的过程（也就是说，对一项赌

博游戏单独设定一个金额）。具体来说，他们认为二选一的选择是由

赌博的获胜概率决定的，而单独出价则主要是由输赢的金额决定的。

为了验证这一假设，他们进行了3个实验。在每一个实验中，他们

首先向被试演示了几组赌博游戏。每组中的两个游戏具有十分相近的

期望值，但一个游戏具有很高的获胜概率，而另一个则具有很高的获

胜金额（见图8.6）。在每组中做出选择后，被试还需要在单独考虑每

种赌博的情况下出价。被试被告知，他们有一张玩赌博游戏的门票，

他们需要说出愿意卖出这张票的最高价和最低价。

在第一次实验中，大学生们需要指出他们在每组赌博中更偏好哪

个游戏，以及他们愿意以怎样的价格卖出其持有的门票。利希滕斯坦

和斯洛维奇衡量偏好逆转的方法是，假定当两个游戏配对出现时，被

试所选择的是获胜概率高的游戏，则计算高获胜金额游戏门票售价超

过高获胜概率游戏门票的次数百分比。利希滕斯坦和斯洛维奇发现，

73％的被试总是表现出这种偏好逆转。第二次实验基本上是第一次实

验的重复，只是在出价程序上略有不同。而第三次实验也发现，即使

对每个被试单独进行了详尽仔细的指导，而且实实在在地进行了赌博

游戏，人们也表现出了稳定的偏好逆转。

图8.6　偏好逆转的实验材料（引自Lichtenstein&Slovic， 1971）



当然，利希滕斯坦和斯洛维奇发现的偏好逆转是在严格的实验情

境之下产生的，它是否存在于实验情境之外的现实生活中依旧是一个

问题。为了验证这一问题，利希滕斯坦和斯洛维奇在拉斯维加斯的赌

场中重复了他们的实验。通过一台计算机和轮盘机，他们搜集了44名

参与赌博人的数据（包括7名职业发牌人）。

实验结果十分令人震惊。在高获胜概率和高获胜金额的游戏中选

择了高获胜概率游戏的被试当中，81％的人在高获胜金额游戏上的出

价更高。这一逆转比例甚至比第一次实验中发现的逆转比例还要大。

所以说，偏好逆转似乎不仅仅存在于实验情境之中；对于那些有经验

也有金钱激励的决策者来说，这一现象同样存在。

自这些早期的实验之后，一些研究重复和拓展了利希滕斯坦和斯

洛维奇的发现（Grether&Plott， 1979；Schkade&Johnson， 1989；

Slovic ，  Griffin&Tversky ，  1990；Slovic 和 Lichtensitein ，

1983；Tversky， Slovic，&Kahneman，1990）。偏好逆转很难改变，

而且它们也不随着金钱激励而消失（Tversky， Slovic，&Kahneman，

1990）。当人们需要在两种赌博中做出选择时，他们通常会特别关注



获胜概率，而如果他们需要考虑每种赌博的价值时，则往往看重其可

能获得的金额。违背期望效用理论真的就是不理性的吗

毫无疑问，人们常常违背期望效用理论的一些原则，但这种违背

真的就意味着人们是不理性的吗？这些发现是否说明人们的决策是不

理性的？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这是因为，我们并不知道人们犯错误的成本

与人们遵循这些理性原则（如相消性原则和可传递性原则）的成本相

比（这一点将在以后做进一步讨论），哪个更大。正如利希滕斯坦和

斯洛维奇所说：“被试为了将复杂任务简单化而采用的捷径实际上是

非常有效的，因为他们减少了认知努力，而且结果与最佳策略相比相

差无多。在使用这些捷径时决策者通常假设，这个世界（并不像我们

进行的实验那样），并不想要利用他的这些捷径。”一项逻辑并不是

那么严密的决策有时候却可能是理性的。因为如果从长期来看，这项

决策相对于正常决策来说确实是提供了一条快而简单的捷径来实现效

用最大化。

结论

本章中所提到的研究看起来好像是针对理性原则的各项原则进行

了单独的验证。但正如邓肯·卢斯（1990）所说，有时候很难区分

出，一个实验究竟是在检验哪一项原则。比如说，偏好逆转通常可以

用违背可传递性原则来解释，但近期的一些研究则表明，用违背恒定

性原则来解释偏好逆转也许会更好（Bostic、Herrnstein，&Luce，

1990；Tversky、 Sattath， &Slovic，  1988；Tversky、 Slovic，

&Kahneman， 1990）。但不管这些争论最后如何解决，有一点却是非

常清楚的，那就是期望效用理论还不足以描述人们真实的决策行为。



自冯·诺伊曼和摩根斯坦研究之后，许多决策理论家试图将期望

效用理论发展为一个描述性决策模型。但这些努力常常遭受失败。由

于违反相消性原则、可传递性原则、恒定性原则和占优性原则情况的

大量存在，因而许多以前是效用理论忠实支持者的理论家们都开始转

向其他的决策模型。第9章将对其中一些模型进行讨论。

第9章　描述性决策模型

1977年杰伊·拉索（Jay Russo）发表了一项有关超市商品单位定

价效应（单位价格指的是每盎司、每克或是其他每单位的商品明细价

格）的实地研究。在这项研究中，拉索发现了一些有关人们购物方式

的有趣现象。首先，当货架上的标签包含了单位价格信息时，购物者

就会节约1％的单位采购成本。这一节省不是靠购买更低价格品牌的商

品来实现，而是通过加大采购量来实现（1％好像不值多少钱，但请记

住，在超市里的消费达数十亿美元）。第二，拉索发现，如果超市列

出了不同品牌的价格比较，购物者的单位采购成本平均就会节约3％。

在这种情况下，购物者的节省主要来自购买更便宜一些的品牌。

后一个发现确实有些令人吃惊，因为增加单价对比实际上没有提

供任何新的信息，只是列出了已经标明的价格而已。根据期望效用理

论的恒定性原则，决策不应该受到选项的表现方式的影响。但拉索

（1977）发现，列出商品单价表会对消费者产生巨大影响。当不同品

牌的单价同时出现在一张单子上时，购物者倾向于购买更便宜的品

牌。超市可以通过将商品单价同时列出来影响消费者的选择。

满意



期望效用理论做了一系列简化的假设，以便进行严格的数学分

析。期望效用理论通常都会假设，决策者对过程中每一备选方案的结

果及其概率拥有完全信息，而且决策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能够间接

或直接地推算出每一备选方案的有利和不利方面。最后，这一理论还

假定决策者会在这些推算结果中做出比较，并选择能够实现效用最大

化的方案。

但显而易见的是，决策者并不总是这样行事。有关备选方案的信

息常常会缺失，或者本来就是不确定的，而知觉则往往具有高度的选

择性，记忆又充满了偏差。有关不同方案的结果常常被错误地理解，

而且正如拉索的研究所示，在没有协助情况下的决策者有时候并不去

比较所有可能的结果。所以说，期望效用理论虽然是一个有用的标准

化决策模型（在一定假设被满足的条件下，有关理性个体如何行为的

模型），却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描述性模型（实际中人们如何做决策的

模型）。如果要描述人们实际的决策行为，就有必要考虑其他理论模

型。

诺贝尔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于1956年提出的

模型是最早替代期望效用理论的模型之一。西蒙认为，人们在做决策

时，追求的是“满意”而并非最优。满意是指，选择一个最能够满足

你需要的方案，即使这一选择并不是理想化或最优化的。比如说，在

租房子的时候，人们倾向于寻找一套能够满足某些需求（价格、位

置、空间、安全性，等等）的房子。他们并不会彻底搜寻所有可能的

房子，然后选出能够产生最高效用的那一套。西蒙（1956， p. 129）

写道：“不管有机体在学习和选择情境中的行为多么具有适应性，这

种适应能力都远远无法达到经济理论中理想的‘最大化’状态。显

然，机体的适应性往往只是能够达到‘满意’，而不是‘最优’。”

前景理论



自西蒙的论文之后，出现了许多替代期望效用理论的理论，但其

中最广受承认的是“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这一理论是由

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韦尔斯基于1979年共同提出的。与期望

效用理论相比，它在许多重要方面都存在差异。

首先，它用“价值”概念替代了“效用”概念。效用通常是从净

财富的角度去定义，而价值则是从收益与损失（对某一参照点的偏

离）方面去定义。而且，损失的价值函数与收益的价值函数也不同。

如图9.1所示，损失的价值函数（横轴以下的曲线）是凸函数，而且更

加陡峭一些。相比之下，收益的价值函数（横轴以上的曲线）则是凹

函数，而且不是那么陡峭。这些差别引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结果。

由于损失的价值函数比收益的价值函数更为陡峭，所以损失比收

益显得更加突出一些。例如，损失500美元的感觉比获得500美元的感

觉更加强烈（见图9.1）。正如乔治·夸特龙和阿莫斯·特韦尔斯基

（1988）所指出的，这种不对称性，或者说“规避损失”，与现任政

客相对于其挑战者所具有的优势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投票人常常认

为，在政权交替中出现不利改变的潜在损失比出现有利改变的潜在收

益要重要得多）。夸特龙和特韦尔斯基（1988）也注意到，这种规避

损失倾向会使商讨和谈判变得更加复杂，因为“每一方都将自己的让

步看做一种损失，而这种损失比让步带来的成果显得更加突出一些。

比如说，在就导弹问题的谈判中，两个超级大国都认为解除导弹设施

是安全上的一个重大损失，而实际上对方也会做相应的战备收缩而为

自己带来安全利益。但双方在衡量这种损失和利益时，都不约而同地

认为损失比利益更加重要一些”。



图9.1　前景理论中的假定价值函数（数据摘自卡尼曼和特韦尔斯基1979年的研

究）

规避损失所产生的另外一个结果就是“禀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禀赋效应指的是，当一件物品成为人们的禀赋时，它的价

值便增加了（Thaler，1980）。比如说，当人们需要对自己所拥有的

一件东西（如巧克力条、钢笔或是咖啡杯）定价时，这一价格通常比

他们所愿意购买这件东西而出的买价更高（Kahneman、Knetsch，

&Thaler， 1990；Knetsch&Sinden， 1984）。根据理查德·塞勒的理

论，这一效应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损失（这一物品）的感觉，比获得同

样东西的感觉更加强烈。这种不对称性常常被许多公司加以利用。它

们常常向消费者提供试用产品，而对这些试用品的拥有权常常增加了

产品的价值，使得消费者很不情愿归还这件产品。



不同于期望效用理论，前景理论认为偏好取决于问题的框架。如

果相对于某一参照点，某项结果看起来是一种收益，那么其价值函数

将是凹函数，决策者也倾向于规避风险。相反，如果相对于某一参照

点，某项结果看起来是一种损失，那么其价值函数将是凸函数，决策

者也变得更加偏好风险。以下一组问题是对这一点的一个很好的说明

（摘自卡尼曼和特韦尔斯基1979的一个实验）：

问题1：除了你现在所拥有的，再给你1000美元。你现在必须在

选项A和选项B中做出选择：

选项A：50％的概率获得1000美元

选项B：肯定会获得500美元

70名被试回答了这一问题，其中84％的人选择了肯定会获得500美

元。正如图9.1的上半部分所示，这一答案是十分合理的。因为在这一

价值函数中，从0美元到500美元的价值增加，大于从500美元到1000美

元的价值增加。如果你认为第二个500美元的价值不如第一个500美元

的价值，那么你就不应该接受在第二个500美元上具有相等概率的赌

注。

问题2：除了你现在所拥有的，再给你2000美元。你现在必须在

选项C和选项D中做出选择：

选项C：50％的概率损失1000美元

选项D：肯定会损失500美元

在这种情况下，70％的人选择了有风险的选项。正如图9.1的下半

部分所示，当面临损失时人们通常会变得风险偏好。这是因为损失的

价值从0美元到500美元要高于从500美元到1000美元（所以肯定会损失



掉500美元比50％的概率损失掉1000美元更糟糕）。所以说，虽然这两

个问题在数字上来说是等同的，却导致了不同的选择。由于价值函数

呈“S”形，人们在面对收益时常常是规避风险的，而在面临损失时则

常常偏好风险。而且由于价值总是依据一定的参照点来定义的，前景

理论——而不像期望效用理论那样——认为，当参照点发生位移时，

偏好也会受到影响（正如第6章所介绍的框架效应一样）。前景理论与

期望效用理论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它们处理结果概率的方式。经典

效用理论假定，50％的客观获胜概率对于决策者来说，就是50％的获

胜概率。而前景理论则认为，偏好是“决策权重”的一个函数，而这

些权重并不总与概率相对应。具体来说，前景理论假定，决策权重常

常会强调小概率事件而忽视一般或者高概率事件。正如你在图9.2所

见，对角线以上的权重函数代表小概率，而对角线以下的则表示高概

率。

卡尼曼和特韦尔斯基（1979）利用了下面一组问题来说明人们具

有强调小概率事件的倾向：

问题1：在选项A和选项B中进行选择。

选项A：千分之一的概率赢得5000美元

选项B：肯定会获得5美元

在对这一问题进行回答的72名被试中，有将近四分之三的人选择

了有风险的答案。其实，每天都有很多人在做同样的选择——买彩

票。但考虑第二个问题：

问题2：在选项C和选项D中进行选择。



图9.2　根据前景理论推测的决策权重（数据摘自卡尼曼和特韦尔斯基1979年的研

究）

选项C：千分之一的概率损失5000美元

选项D：肯定会损失5美元

在对这一问题进行回答的72名被试中，则有超过五分之四的人选

择了确定的损失。卡尼曼和特韦尔斯基解释说，存在这种偏好是由于

人们往往会过于看重大金额的损失——这种倾向对保险公司特别有

利。

确定效应

期望效用理论与前景理论的另一个差别在于，前景理论隐含了

“确定效应”。确定效应指的是，由同一个因素引起的结果概率减

小，在结果最初就确定时所产生的影响要大于在结果最初只是可能时

的影响。著名的莫里斯·阿莱斯（1953）期望效用理论反例是最早关

于确定效应现象的描述。另外，经济学家理查德·泽克豪泽（Richard



Zeckhauser）也用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说明了确定效应是如何起作用

的。泽克豪泽发现，与从4颗子弹中拿走一颗的情况相比，大多数人愿

意出更多的钱拿走俄式轮盘赌中惟一的一颗子弹。虽然拿走一颗子弹

后，两种情况下被击中的概率都等量减少了，人们仍然会感觉到0颗子

弹与1颗子弹的差异，比3颗子弹和4颗子弹的差异要重要得多。前景理

论隐含了这一效应，而期望效用理论则没有。

为了详细了解前景理论是如何隐含确定效应的，可以参照卡尼曼

和特韦尔斯基（1979）有关“概率保险”的一项调查结果。在这项调

查中，卡尼曼和特韦尔斯基让大学生被试做这样一个假设：假设你正

考虑给你的某项财产上保险以预防可能发生的损失，如火灾、失窃

等。在计算过风险和保费以后，购买保险和不购买保险对你来说是无

所谓的。这时候保险公司新推出的一种名为概率保险的新保险计划引

起了你的注意。在这项保险计划中，你一开始只需付一半的保费。然

而一旦发生损失，你只有50％的概率可以获得全部赔偿（如果不要求

赔偿损失，则退还全部保费）。也就是说，在概率保险的情况下，你

只需要付50％的保费，也只有50％的概率获得赔偿。这个问题看来好

像已经为预防损失做了精心准备，但卡尼曼和特韦尔斯基同时也指

出，还有许多其他预防性措施可以减少这些不利事件发生的概率（虽

然不能完全消除这些概率），比如安装防盗自动警铃，换掉旧轮胎，

戒烟，等等。

在回答这一问题时，80％的学生表示他们不会购买概率保险（可

以对比你在读者调查中第23题的答案）。对此，卡尼曼和特韦尔斯基

解释道，将一项损失的概率（无论是多少，比如p）减少到原来的一半

（p/2）的价值不如将其概率从一半（p/2）减至0的价值大。人们更愿

意消除风险而不是减少风险，即使这项损失发生的概率在两种情况下

都等量减少了。前景理论认为，由于决策中常常强调小概率，因而这

些小概率事件的重要性总被夸大。因此，用前景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



这一发现。相反，如果放在期望效用理论的框架下，则会认为概率保

险比常规保险更有吸引力（有关这一说法的证明比较复杂，可以参见

卡尼曼和特韦尔斯基书中的第270页，1979）。

虚假确定效应

除了确定效应，卡尼曼和特韦尔斯基（1981）还讨论了“虚假确

定效应”（pseudo certainty）。拟确定效应与确定效应十分类似，

只不过这种确定只是一种表象而不是真相。保罗·斯洛维奇，巴鲁克

·菲什霍夫和萨拉·利钦斯坦（1982a）也在一篇文章中对虚假确定效

应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斯洛维奇和他的同事向211名被试演示了以下两种疫苗接种项目之

一。在概率防治条件下，被试需要回答他们是否愿意接受一种对某种

疾病只有一半保护作用的疫苗，这种疾病能够传染20％的人口。也就

是说，这种疫苗能够将受感染的概率从20％降低到10％。只有40％的

被试表示愿意接受这样一种疫苗。

在虚假确定条件下，被试被告知：有两种互相排斥且得病概率相

等的疾病，每种疾病都可能会传染10％的人口。疫苗能够完全防治一

种疾病的发生却对另一种疾病没有预防作用，因此染病的总体概率也

是从20％降到了10％。但在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中，有57％的人表示他

们愿意接种这一疫苗。对此，斯洛维奇、菲施霍夫和利钦斯坦

（1982）解释说，虚假确定条件下的疫苗更受欢迎，是因为它们看起

来好像是消除了某种风险而不仅仅是降低了某种风险。

营销学教授常常利用模拟技术来强调降价的知觉价值。比如说，

干洗店如果提出一次洗三件衣服就可以免费洗一件，其效果要比降价



25％更好。这是因为，免费服务比折扣服务更有吸引力，即使免费服

务并不真正意味着在总价格上有更多的优惠。

后悔理论

正如前景理论所指出的，决策者通常以一个参照点为基础来衡量

其拥有的备选方案。这一参照点往往选择最具有普遍意义的一点，但

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人们却是将某一决策质量的衡量建立在与其他不

同决策的后果相比较的基础上。由于这种假想性结果的比较依赖于假

设的事件，它有时也被称为“反事实推理”（counter-factual

reasoning）（Dunning&Parpal， 1989）。

反事实推理构成了后悔理论（regret theory）的基础。这是一个

有关选择的经济学理论，分别由戴维·贝尔（David Bell， 1982，

1985），格雷厄姆·卢姆斯和罗伯特·萨格登（Graham Looms&Robert

Sugden， 1982， 1983， 1985）各自提出。卢姆斯和萨格登（1981，

p. 820）认为：“后悔理论以两个基本假设为基础：首先，很多人都

经历过后悔和欣喜的感觉；第二，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做决策时，他们

会预期这些感觉并将其作为决策时要考虑的一个因素。”比如说，如

果人们面临这样一个选择：确定会得到1000美元，还是通过掷硬币来

决定是否获得2000美元（出现人头）。他们很可能会选择确定的1000

美元，以避免未猜对时的后悔。

与前景理论对这种风险规避倾向的解释不同，后悔理论在解释这

一选择时仍然采用了经典效用函数，只是加进了一个新的变量——后

悔。加入这一变量后，后悔理论同前景理论一样，也能够解释许多悖

论，包括阿莱悖论、埃尔斯伯格悖论、偏好逆转、对概率保险的回避

等。卢姆斯和萨格登（1982）提出的后悔理论确实是前景理论之外的

另一个选择。但这种后悔预期并不与前景理论相矛盾。而当涉及到死



亡风险的决策时（如心脏手术），谈论负面结果的后悔却是毫无意义

的。

多属性选择

在许多选择中，结果并不能根据某个单一的标准（如金钱或是患

病的风险）来描述。与只有一种评价标准的情况不同，当需要在这些

不同标准（如成本和质量）中做出选择时，通常并没有一个客观的最

优化决策。因而人们只需要与他们的目标和价值观保持一致，而不是

追求客观最优化（Einhorn&Hogarth， 1981）。所以，有关“多属性

选择”的研究通常关注人们如何做出决策，而不是这些决策有多好。

在面临多属性选择时，人们会根据问题的类型而采用不同的策

略。当决策者只需要在两种方案中选择其一时，他们常常会采用一种

被称为“补偿性”的策略（Payne， 1982）。采用补偿性策略是指，

以某一标准的高价值来弥补另一标准的低价值。比如说，汽车购买者

会选择一辆外观时髦的车，即使它的质量相对另一辆来说要差一些。

又比如，一个人可能会放弃一项长期稳定的工作而选择在哈佛任教，

虽然暂时还没有终身教职，却能享有更高的学术声誉。

有几种方法能够解释这种选择策略（cf. Hogarth， 1987），其

中一种被称为“线性模型”。在线性模型中，根据每一标准的重要性

赋予其权重，然后将各个标准的值加权后得到总体价值指数。比如

说，在选择研究生考生时，招生委员会通常会制定一个加权指数，其

中包括了平均绩点、考试分数和推荐信。虽然人们通常不会严格地按

照线性公式来做决策，但线性决策原则却能够产生与人们实际做出的

决策十分相近的结果（因此，它能够将人们的决策制定模型化，有时

甚至能够取代人的决策）。



另一种补偿性策略的决策模型是“差异加法模型”。这一模型与

线性模型有些类似，但有一点区别：在线性模型中，是将每一方案的

各个标准的值加权，然后在这些方案中作出比较；但在差异加法模型

中，则先比较每一标准上各个方案的差异，然后对这些差异赋予权重

后进行加总。将注意力集中在差异上至少有两个优点——它不仅大大

简化了两个备选方案，而且，作为一个决策制定模型，它更接近人们

实际的决策行为。比如说，汽车购买者更愿意考虑两辆车各方面的差

异，而不是（像采用线性模型那样）仔细考虑每辆车的各个方面后比

较两辆车的加权价值。

还有一种补偿策略的决策方法被称为“理想点模型”（ideal

point model）。理想点模型在运算上与线性模型类似，但两者的原理

并不相同。在这一模型中，决策者心中有一个理想方案（如一个理想

的工作或是一辆理想的汽车）。然后他们将其拥有的备选方案在各个

标准上与理想方案相比较，对这些差异进行加权。

非补偿性策略

人们在面临具有多个备选方案的复杂情况时通常采用非补偿性策

略（noncompensatory strategy）。与补偿性策略相反，这些策略不

允许不同标准间进行互相协调。有四个著名的非补偿性策略方案：关

联原则、析取原则、词典式策略和逐步淘汰制（Hogarth， 1987）。

在关联原则（conjuntive rule）下，决策者可以排除那些在预定

范围之外的备选方案。比如说，如果某个研究生申请者的GRE分数低于

1000，平均绩点低于3.0，或是申请信犯了3个以上的拼写错误，就会

被排除在考虑范围之外。但关联原则只能达到满意，而不是最优。



如果决策者采用的是析取原则（disjuntive rule），那么只要申

请者的GRE分数或是平均绩点足够高的话，决策者就可能会允许他们犯

更多一些的拼写错误。根据析取原则，衡量每一备选方案的标准是这

一方案所具有的最好的属性，而不管它的其他属性有多差。举一个极

端的例子，只要一个申请者的GRE分数够高，那么就算他的申请信是大

猩猩替他写的也无所谓。

第 三 个 非 补 偿 性 策 略 是 词 典 式 策 略 （ lexicographic

strategy）。使用这一策略的决策者，首先甄选出最重要的衡量标

准，然后选择在这一标准上最令人满意的方案。如果选出的方案不止

一个，那么就甄选出第二重要的衡量标准，再在剩下的方案中进行选

择。如此下去，直到最后只剩下一个方案。

第四个非补偿性策略是逐步淘汰制（elimination-by-aspects，

EBA），由特韦尔斯基（1972）提出。从本质上来说，它是词典式策略

的一种概率形式。根据EBA原则，每一衡量标准——或是方面——被选

择的概率与其所具有的重要性相当。备选方案首先按照已选出的衡量

标准进行比较，淘汰掉次要的方案后再选出进行比较的第二个方面，

然后淘汰掉更多的方案，如此下去直到最后只剩下一个方案。特韦尔

斯基（1972）是这样说明EBA原则的：“为了购买一辆新车，选出的第

一个衡量标准可能是汽车的自动变速装置，这将排除那些不具有此项

特征的所有汽车。假设在剩下的方案中，选出的另外一个评价标准是

3000美元的价格限制，那么超过这个价格限制的所有汽车都将被排除

掉。这个过程一直持续下去，直到最后只剩下一辆汽车。”

优先标准

虽然有许多关于多属性选择策略的理论文章和数学论文，但有关

这一命题的实验却相对较少。其中比较著名的是由斯洛维奇（1975）



进行的一系列实验。

斯洛维奇感兴趣的是，人们如何在两个等价的方案中做出选择。

他的假设是，如果两个方案具有相等的价值，那么人们倾向于选择在

优先标准上具有更高价值的方案。斯洛维奇称之为“优先标准假

设”。

为了检验这一假设，斯洛维奇先让被试找出两个等价的备选方案

（比如说，对球队来说具有同等价值的两个棒球运动员）。他们会被

问到与下面这个问题相类似的问题：

球员1打出了26个本垒打，击球平均得分数为0.273；球员2打出了20个本垒打。如果

说两名球员具有不相上下的能力和价值，那么球员2的击球平均得分数应该为多少？

被试找出等价的备选方案后（已经过了一段时间），斯洛维奇让

他们评出他们认为更重要的衡量标准并在备选方案中做出选择。其实

验结果有力地支持了“优先标准假设”。实验结果表明，被试确实倾

向于选择在优先标准上具有更高价值的方案。

这表明，当面临等价的备选方案时，人们并不是进行随机的选

择，而是先识别出对自己来说最重要的标准，然后选择那些在这一标

准上具有更高价值的方案。

结论

圣彼得堡悖论导致了期望效用理论的产生，而诸如阿莱悖论和埃

尔斯伯格悖论之类的问题则引发了其他替代期望效用理论的理论研

究。这些替代理论中最为广泛接受的便是前景理论。虽然许多决策研

究分析家仍然采用期望效用理论作为一个标准化模型，但前景理论却

是一个能够更加准确地描述人们实际决策行为的模型。它还能够被广

泛应用到许多其他领域中。



比如，前景理论所隐含的损失回避倾向就意味着，相对于征收信

用卡逾期费用来说，实行现金折扣政策能够使信用卡公司获利更多

（Thaler， 1980）。逾期费用对人们来说是一种从自己腰包里流出去

的损失，而现金折扣则是一种获利；因此，即使两种情况下的费用结

构是等价的，交纳逾期费用的感觉仍然要比没有得到现金折扣的感觉

更强烈一些。相同的策略也被许多商店所采用，它们给出一个“建议

零售价”以改变消费者的参照点，使得它们的实际价格看起来好像要

“省钱”一些（Thaler， 1985）。

损失规避同样被用于鼓励妇女们进行乳腺癌自我检查。贝丝·迈

耶罗维茨和谢利·蔡金（Beth Meyerowitz&Shelly Chaiken， 1987）

向女大学生出示了以下三本手册之一：（1）一本手册从防止乳腺癌产

生的收益的角度来说明乳腺癌自我检查的重要性；（2）一本手册强调

了不进行乳腺癌检查的可能损失；（3）一本手册两者都不提及。比如

说，从收益角度来阐述的手册可能会告诉读者：“如果现在就进行乳

腺癌自我检查，你就能够知道正常、健康的乳房应该是怎样的，这样

你才可以注意到随着年龄变化而可能产生的很小但不正常的变化。”

而从损失角度来阐述的手册则是：“如果你现在不做乳腺癌自我检

查，你就不知道正常、健康的乳房应该是怎样的，而且很难注意到随

着年龄变化而可能产生的很小但不正常的变化。”另一本两者都不提

及的手册则省略掉了这些句子。

迈耶罗维茨和蔡金发现，4个月之后，阅读“损失手册”的女性

中，有57％的人进行了乳腺癌自我检查，而阅读“收益手册”的女性

和阅读两者都不提及的手册的女性中，分别只有38％和39％的人这样

做了。对此，迈耶罗维茨和蔡金解释说，那些阅读“损失手册”的女

性更愿意进行乳腺癌自我检查是因为，所预期到的健康预防损失比同

样的健康预防收益要重要得多——即使两者在逻辑上是等同的。这些



结果说明了损失规避倾向是如何被运用到提高社会健康状况和社会福

利上来的。

前景理论相对于经典期望效用理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确

实，许多违背期望效用理论的现象都能够在前景理论中得到很好的解

释。第四部分对各种偏离理性原则的原因做了回顾。正如这些章节所

示，决策者在判断和选择行为过程中很容易受到许多偏差的影响，但

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偏差都是系统性的，而且是预先可以控制或预测

的。

[1]本书的这一部分相对于其他部分来说，更加理论化和数学化一些。因此，有的读者可能觉得这一部

分比前几章所讨论过的话题更具有挑战性。如果你对“期望值”一类的概念不太熟悉，不要放弃——大部

分的观点即使没有什么数学知识也可以理解，以后的几章也很少再用到数学。



第四部分　直觉与偏差

当人们面临一个复杂的判断或决策问题时，他们通常会依据自己的直觉或者是一些常

识来进行决策。大多数情况下，根据此类原则得到的答案往往会非常接近“最优”方案。但

是在某些情况下，直觉就可能产生某些可预测的偏差和不一致。这部分将着重说明几种众所

周知的直觉和偏差。

第10章　代表性直觉

人们是如何进行决策的？如何在不同的备选方案之间进行选择？

如何对具体事件的价值或者可能性做出判断？这部分将关注以下两个

相关的话题：决策者得出结论的整个过程，以及这样的过程可能导致

的偏差。

阿莫斯·特韦尔斯基和丹尼尔·卡尼曼（1974）曾经建议决策者

运用“直觉”或者是一般的常识来进行决策。利用直觉进行决策的优

点是可以用很少的时间和努力达到与理性决策相同的结果。例如，直

觉可以很容易地估计某种结果出现的可能性，而不必用计算的方式

（即把该结果过去的每一种发生可能性相加，然后再除以该结果发生

的总数）。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一个粗略的近似值就已经足够了（正

如让人们满意的通常并不一定就是最优的方案）。

通常而言，直觉可以得到一个令人相对较为满意的答案。但是利

用直觉进行判断的缺点是，在某些情况下，直觉判断可能导致一些系

统性的偏差。在本章中讨论的直觉类型是“代表性直觉”

（representativeness heuristic）。在某些情况下，使用代表性直

觉可以导致一些可预测的偏差的产生。正如前文中所提到的，在这里

更多的是关注偏差而不是成功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偏差能够更多地揭



示一些隐含的过程。事实上，现在所有有关决策的理论都是基于决策

偏差的研究而产生的。

A、B和C的代表性直觉

根据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1974， p. 1124）的理论，人们通常

会根据“A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代表B，或者说是A在多大程度上与B相

似”来判断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将这样的一种原

则称为“代表性直觉”。

什么是“A”和“B”？这将取决于你进行决策的情境。如果你在

估计A来自B的可能性，那么A可能就是一个例子或者一个样本，而B则

是一个种类或者样本总体。例如，A可能是一个个体，而B则是一个群

体，而决策的问题则可能是A成员属于B群体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如

果你试图判断A在多大程度上是B导致的，那么A可能是一个事件的结

果，而B则是事件发生的过程或者原因。例如，B可能是一个投掷硬币

的过程，而A可能就是在一系列的投掷中有6次是人头，判断所关心的

可能就是出现这种结果的可能性。由于代表性直觉的定义是抽象的，

理解起来有一定的难度，我们将举一些具体的例子来说明代表性直觉

在特定情境下是如何起作用的，以及偏差是如何产生的。

读者调查中的第1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例子来自特韦尔斯

基和卡尼曼（1982）的研究，内容如下：

琳达，31岁，单身，坦率直言，性格开朗。她所学的专业是哲学。当她还是一个学生

的时候，她就非常关注歧视和社会公正问题，同时参加了反对核武器的活动。请从以下选项

中选出可能性更高的选项：

□　琳达是一个银行出纳

□　琳达是一个银行出纳，同时是一个活跃的女权主义者



绝大多数人认为琳达是一个女权主义的银行出纳，而不仅是一个

银行出纳。当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1982）让86个人回答以上这个问

题时，超过90％的人都是这样认为的。尽管有可能你也是这样认为

的，但是这样的答案违反了概率的基本原则。两个独立事件（“银行

出纳员”和“女权主义者”）同时发生的概率不可能高于单个事件发

生的概率（例如，银行出纳员）。出于这样的原因，特韦尔斯基和卡

尼曼（1983）将这种现象称为“结合谬论”（conjunction fallacy）

（见Leddo， Abelson&Gross， 1984；Morier&Borgida， 1984）。

你可以通过图10.1清楚地看到连接的原则。左边的圆圈代表所有

的银行出纳员，右边的圆圈代表所有的女权主义者，中间重合的部分

代表既是银行出纳员，又是女权主义者的个体。由于银行出纳员中有

一部分并不是女权主义者，因此成为银行出纳员（不论是否是女权主

义者）的概率必定大于中间重合的部分个体。



图10.1　银行出纳和女权主义者的交集

为了确保人们不会将“银行出纳员”理解成为“在女权运动中不

活跃的银行出纳员”，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1982）又进行了一个补

充实验，在这个实验中有两组不同的个体，其中一组个体进行选择的

备选方案中只出现“银行出纳员”以及其他的选项，而另一组个体选

择的备选方案中只出现“女权主义的银行出纳员”这一选项和其他的

选项（这样就能确保了两个选项没有被直接进行比较）。即便是在这

样的实验情境下，人们还是认为琳达是一个女权主义的银行出纳员的

概率也大于认为琳达是一个银行出纳员的概率。

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1982）在其他一些情境下也得到了类似的

结果。“比尔”被认为“更可能是一个会计和爵士乐的演奏者，而不

仅仅是一个爵士乐的演奏者”；同时，“一个温布尔登网球赛的选手

更可能在输掉第一局以后而赢得整个比赛，其概率大于其仅仅输掉第

一局的概率”；“美国的一位前总统更可能为未婚母亲提供财政援助

和削减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其概率大于仅仅减少对地方政府的财

政支持”。

根据上述结果，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1982， p. 98）得出这样

的结论：“随着情境中细节数量的增加，该情境发生的概率只会逐渐

降低，但是它的代表性和由此带来的外显的可能性却会上升。我们相

信，基于代表性的决策判断是人们喜欢选择毫无根据的细节化情境的

主要原因。例如，‘被告离开犯罪现场’的陈述似乎比‘被告由于害

怕被起诉谋杀而离开犯罪现场’的陈述更没有说服力。”

这样的结论得到了进一步的支持，读者调查中的第11题要求读者

判断以下两个情境哪一个更可能发生：

在未来10年中，你认为最有可能发生的事件是：



□　美国和俄罗斯将爆发一场全面的核战争

□　美国和俄罗斯将爆发一场全面的核战争，但一开始两国都不

想动用自己的核武器，只是在卷入了一场局部战争之后，如伊拉克、

利比亚、以色列或者巴基斯坦等国的战争，才被迫动用核武器。

和银行出纳员问题一样，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更为具体的事件（由

第三方拖累的全面战争的爆发）比一个一般性的事件（一场全面战

争）发生的可能性更大。事实上，五角大楼针对这些具体的但完全不

可能出现的情境，花费了几十年的时间制定了非常详尽的战争计划，

生产了大量的武器来应付这样的情境的出现。根据特韦尔斯基和卡尼

曼的理论，相对于一般的情境而言，表述非常具体的事件似乎更可能

发生，因为这样的情境与人们对于具体事件的想像是一致的。

小数法则

代表性直觉的另一个结果被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1971）称为

“小数法则”。称做“小数法则”只是作者的玩笑话，主要是相对于

统计学中的众所周知的“大数法则”（在统计学中，你从总体中抽取

的样本容量越大，该样本的平均数与总体的平均数越是接近）而言。

而人们所使用的“小数法则”则是认为从总体中抽取的随机样本相互

之间是类似的，与总体之间的接近程度比实际的统计抽样理论所预测

的要高得多。

例如，当你要求人们写下一个随机的投掷硬币的数列（不是真正

去投掷硬币），人们试图将这个序列的每一个点都看上去像随机的[特

韦尔斯基和卡尼曼（1972）将这样的现象称为“局部代表性”]。结

果，在他们写下的答案中并没有很长的相同的序列，而相对于真实的

随机序列而言，硬币的正面和背面之间的更替明显增加。在一个随机



序列当中，如果只是看某一些局部的序列，它们看起来可能并不一定

是随机的。为了证实这样的观点，你可以实际投掷100次硬币，并记录

下正面和背面出现的次序，这样就可以大致模拟出一个真实的随机序

列。

读者调查中的第15题就是对小数法则最好的说明。这个问题来自

于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1971）的一个研究，内容如下：

在一个城市中，8年级学生的IQ平均数是100。你从中抽取了50名学生来进行有关学业

成就的研究。你抽取的第一个学生的IQ为150。你认为你抽取的这个50人的样本的IQ平均数

为多少？

很多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IQ的平均数将依然是100。但是事实

上，正确的答案是这50个个体的IQ平均数应该为101。因为第一个孩子

的IQ为150，剩余的49个孩子的期望IQ依然是100，因此这50个孩子的

IQ总数为5050（150＋4900），然后除以50，因此这50个孩子的IQ平均

数应该是101。

如果你的答案是100，而不是101，你可能假定在余下的49个学生

中必定会出现一个IQ的低分将150的IQ高分“平衡”掉。但是这样的观

点实际上就是假定偶然事件具有自我修正的功能，事实上，偶然事件

并不具有自我修正的功能，出现一个高分也不一定出现相应的低分与

之抵消；余下的样本只是对这个偶然事件进行“稀释”，使其平均数

更加接近总体的平均数（在这个例子中总体的平均数是100）。特韦尔

斯基和卡尼曼（1971）认为，人们倾向于认为偶然事件具有自我修正

的功能，这样的偏差也是来自代表性直觉，因为人们总是希望随机抽

取的样本能够很好地代表总体。

同样，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1971）认为代表性直觉可以导致人

们承认“赌徒谬论”（gambler�s fallacy），这种观点认为，在一

系列的坏运气之后必然会有好的结果出现（或者，用更为通俗的话



讲，就是认为一系列结果相同的独立事件必然会跟随一个相反的结

果）。读者调查中的第31题就是检验你是否相信这样的赌徒谬论。题

目的内容如下：

假定你连续投掷了3次硬币（该硬币没有偏差），每一次的结果都是正面。如果你必

须对下一次的投掷进行投注，金额是100美元，你会选择正面还是反面？

由于这个硬币是没有误差的，正确的答案是你对正面还是反面没

有偏好，因为两者出现的机会是相等的。但是有一些人错误地认为在

连续出现了3次正面之后，反面出现的概率更大。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

认为出现这样的答案就是因为人们错误地认为一个随机序列必须具备

局部代表性（即序列的每一个部分都必须看起来像是随机的）。

手热现象

对小数法则一个最形象的说明是由托马斯·吉洛维奇等人

（Thomas Gilovich， Robert Vallone，&Amos Tversky， 1985）进

行的研究。这次研究者关心的是篮球比赛中的人们对于“手热现象”

的认知。一位手热的篮球运动员就是指其在投中一个或者几个球以

后，再次投篮时命中的概率大于其投失一个球以后的再次尝试。

吉洛维奇等人的研究发现费城76人队的球迷——包括几个队员和

教练——都认为存在这样的手热现象，尽管数据统计分析发现并不存

在这样的现象。也就是说，这些人认为一位队员在命中几个球以后再

次尝试投篮的命中率将提高，然而事实上投中下一个球的可能性与该

队员总体的投篮命中率并没有显著的差异。吉洛维奇和他的助手们通

过对波士顿凯尔特人队的罚篮情况进行分析以及对康奈尔大学篮球队

的男女运动员进行实验室的模拟实验（更具体而言，是在体育馆中进

行的实验）的结果都证实了这样的结论。



在很短的时间内，这些研究发现在美国的运动界引起了轰动。吉

洛维奇等人怎么可以将手热的现象仅仅说成是一种错觉？任何一个打

过或者观看过篮球比赛的人都知道运动员在有些时候手热，而有些时

候手冷！篮球队有时候为了防守手热的球员甚至改变他们的防守战

术。认为同一个篮球运动员进行的投篮情况在统计上是不相关的观点

似乎很难被接受。

为了找出这一现象存在的原因，吉洛维奇等人（1985）进行了一

个实验，在这个实验中被试要观看6个由“X”和“O”组成的不同序列

（也许你可以将它们理解成篮球比赛中的命中和失败）。每一个系列

中都包含有11个“X”和10个“O”，在不同的序列中两个字母交替的

可能性分别为.40，.50，.60，.70，.80或者.90。例如，下面的序列

“XOXOXOOOXXOXOXOOXXXOX”表示两个字母之间转换的概率为.70（因

为在20个相邻字母之间，两字母进行转换的次数为14次）。

吉洛维奇等人发现被试更多地认为.70或者.80的序列是随机序列

的代表，而不是正确地选择.50的序列。只有32％的被试认为.50的序

列是一个随机的序列，而62％的被试将.50的序列定义为是“手热”序

列。

如果你想看看自己在这项任务中的表现，请查看一下你在读者调

查中第38题的答案。第一个序列（XOXXXOOOOXOXXOOOXXXOX）有一半的

情况下字母之间进行转换（类似于一个随机的序列）。与之相对应的

是第二个序列（XOXOXOOOXXOXOXOOXXXO）代表.70的转换可能性序列

——远远高于随机序列50％的数值。如果你认为在第一个序列中存在

太多的连续性的相同字母，你必定会期望在序列中X和O有更多的转换

（也就是人们为什么将一些随机的序列认知为“手热现象”）。本书

的第14章将更加详细讨论个体对随机性的知觉。



忽视基线值

某些情况下，依赖于代表性直觉可能会使人们忽略“基线值”的

信息（也就是一个事件发生的相对频率）。卡尼曼和特韦尔斯基在一

系列的实验中考察了这一现象。例如，在一个实验中卡尼曼和特韦尔

斯基（1973， p. 241）告诉被试：

一群心理学家对30名工程师和70名律师进行了访谈和人格测试，这些人在他们各自的

领域内都相当成功。基于这样一些信息，心理学家对这30名工程师和70名律师进行了简单的

描述。下面你将看到5个这样的描述，都是从100个描述中随机抽取的。对于每一个描述，请

在一个0至100的标尺上选择你认为该描述有多大的可能性是对一个工程师的描述？

例如，下面一段话就是卡尼曼和特韦尔斯基用来代表一个工程师

性格的简单描述：

杰克今年45岁。他已经结婚并有4个孩子。他通常比较保守，谨慎和雄心勃勃。他对

政治和社会事件并没有多大的兴趣，他将他大部分的业余时间都用在了自己的爱好上面，例

如家中的木工活、航海以及数字游戏。

使用同样的5个描述，卡尼曼和特韦尔斯基将第二组被试中工程师

和律师的比例做了对调（即70名工程师和30名律师）。但是由于结果

是相对应的，我们只是关注30名工程师组的结果。

每一位被试对这5个描述为工程师的可能性进行评价以后，研究者

要求其估计一下从100个描述中随机抽取一个描述，该描述是工程师的

描述的可能性。不出意料之外，被试大多认为这样的可能性接近

30％。换一句话讲，在这样的情境中，人们使用了给定的基线信息。

在另一方面，当被试得到了一些有关的描述信息——即使有一些

信息与工程师或者律师的职业特点并没有任何的联系——他们将忽略

这样的基线信息。例如，卡尼曼和特韦尔斯基（1973）特地选择了以

下的描述，这样的描述与工程师或者律师的职业特点并没有关联：



迪克今年30岁。他已经结婚了，但还没有孩子。他拥有很强的能力和很高的工作积极

性，他希望在自己的领域内取得很大的成功，同时他也很受其同事的欢迎。

相对于迪克的职业而言，这样的描述并不能提供有用的信息；因

此在这种情况下，该描述是一个工程师的可能性应该为30％。但是卡

尼曼和特韦尔斯基（1973）的实验结果发现，被试认为该描述为工程

师的可能性的平均估计为50％。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被试忽略了

情境的基线信息，而仅仅从一个中性描述的角度来进行判断。

还有大量的研究都发现在某些情境下人们可能会忽视基线信息

（ Bar-Hillel ，  1980 ，  1990；Fischhoff&Bar-Hillel ， 1984；

Osberg&Shrauger，1986）。例如，艾克·阿杰增（1977）的研究发

现，当基线信息与人们对因果关系的认知相一致时，人们就会使用基

线值。在一个实验中，阿杰增要求被试根据一些相关的因素（例如该

学生每周的学习时间）或者一些非相关因素（例如该学生每周的收

入）来预测该名学生的学习成绩。实验结果发现，人们在接受了相关

的信息以后更加愿意使用基线值，而对于那些不相关的信息——即使

是被告知这样的信息也可以对学生的学业成绩产生预测作用，他们还

是很少使用。

非回归性的预测

人们在进行预测时往往缺乏对信息来源的诊断，结果可能造成

“非回归性的”（nonregressive）预测。例如，在读者调查中的第35

题（基于卡尼曼和特韦尔斯基在1973年进行的研究）的内容如下：

假定一个学生高中时的考试成绩与其在大学中的学业成绩（GPA）有中等程度的相

关。基于如下图所示的百分等级（见图10.2），如果一个考试成绩为725分的学生，其GPA将

是多少？



你的答案将是什么呢？绝大多数人的预测是其GPA将在3.5和3.7之

间。如果高中时期的考试成绩能够很好地预测大学时期的学业成绩，

那么这样的答案无可厚非。即如果两者之间能够一一对应，725的考试

成绩应该对应的GPA为3.6。但是根据整个问题的背景，我们发现高中

时期的考试成绩并不能很好地预测大学的GPA，因为两者之间只有中等

程度的相关。由于存在着这样中等程度的相关，因此对该学生GPA最好

的预测将在3.6和GPA的平均数2.5之间——这样才能体现“向平均数回

归”。

图10.2　高中考试成绩与大学学业成绩（GPA）之间的关系

向平均数回归是统计中存在的一个现象，即较高或者较低的分数

往往会伴随着一些更加接近平均数的分数，就像两位非常高的父母亲

的孩子往往会更接近平均身高一些。因为725是一个很高的分数，如果

你让该名学生再次考试，其成绩可能会更加接近平均分500分一些（根

据同样的逻辑，它可以预测一个相应更低一些的GPA）。你可以用这样

的方法来进行思维：如果你不知道一名学生任何方面的信息，你最佳

的预测是他的GPA将是2.5，如果高中的考试成绩和大学的学业成绩之

间有完全的正相关，你的预测将是3.6。因为高中的考试成绩与大学的

学业成绩之间具有中等程度的相关，那么最好的预测就是居于2.5和

3.6之间（比平均数高，但是没有3.6那么高）。



绝大多数心理学家都认为考试成绩是由两个独立的成分组成的：

“真实分数”和“误差”。如果一个考试能够很好地测量一个人的能

力，真实分数就是该学生在考试中应得的分数；同时误差因素包括所

有与能力无关但是同样会影响考试成绩的因素（例如考试前一天晚上

的睡眠时间、血糖水平、心境以及当时的照明情况等等）。在绝大多

数的情况下，这些因素可以相抵消，但是在一些偶然的情况下，这些

因素共同作用可以戏剧性地提高或者降低一个人的考试成绩。由于这

样的波动与真实分数之间是没有关系的，因此下一次的考试成绩就更

有可能向真实分数进行“回归”。

忽视这种回归现象可能会使决策产生重大失误。例如，卡尼曼和

特韦尔斯基（1973）讨论了这样一个案例，一所飞行学校的指导员得

出了这样的结论，对飞行员的出色表现进行表扬会导致其下一次飞行

成绩的下降。这样的成绩下降是否意味着指导员应该停止对飞行员进

行表扬？完全不是这样！如果只是考虑回归理论，即一个非常出色的

成绩必将跟随着一个更加接近平均数的成绩。那么，糟糕的成绩得到

惩罚以后也必将得到提高，而不用考虑这样的惩罚是否真正产生了作

用。

理查德·尼斯比特和李·罗斯（Richard Nisbett&Lee Ross，

1980， pp.163， 165）在他们有关人类推论的书中描述了人们对回归

错误理解后产生的另一些后果：

人们对于一些简单的回归现象的错误理解（例如一件非常好或者非常差的事件之后，

必然会跟随着一些不那么好或者不那么差的事件，而不管其中是否存在随机因素）在我们的

日常生活中是屡见不鲜的。这样的误解可能会使人们惊惶失措，以为产生了严重的“危机”

（如犯罪率、疾病或者银行破产的突然上升，或者是销售额、降雨量或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金

牌数量突然减少），这样的一些事件对人们产生的影响看起来比实际情况要严重得多……仅

仅在观察到一些简单的回归现象后，人们就会产生一些迷信：比如说非要做点什么去结束一

连串的“坏运气”；或者什么都不敢做以免失去“好运气”。



乔治·迈尔奇（George Gmelch， 1978年秋）曾经是一名职业棒

球运动员，后来成了一名社会科学研究者，他在他题为“棒球中的魔

术”一文中列举了一些这样的迷信。根据迈尔奇的说法，纽约巨人队

为了保持16场连胜的势头，不愿意洗他们的队服，生怕洗掉了他们的

好运气。同样，1941年布鲁克林Dodgers队的队员Leo Durocher在三周

半的时间内一直穿着同一双黑鞋，灰色的袜子，蓝色的外套，目的是

为了保持连胜的势头。

向平均数回归同样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非常成功的运动员或者运动

队在登上了《体育画报》杂志的封面以后，其运动成绩马上就有所下

降。通常来讲，能够登上该杂志封面的运动员都是取得了一系列非常

优秀的成绩之后，如果单单是从回归的角度考虑，其运动成绩有所下

降也有其必然性。众所周知的“《体育画报》厄运”其实根本就不是

厄运，而仅仅是向平均数回归而已。

人为的预测和数据的预测

人们忽视基线值和数据回归性的倾向性造成了许多令人吃惊和窘

迫的现象。在社会科学中（Dawes， Faust&Meehl， 1989）有大约100

个研究的结果表明“数据”预测（仅仅是依据给定变量和结果之间的

实证关系来进行预测）的准确性等于或者高于“人为”预测（依据个

体的判断而进行的预测）。换言之，与一般的常识相反，由决策者完

成的决策的准确性往往偏低——即使该决策者完全掌握了数据的信

息。

例如，有这样一项针对人为决策进行的研究（Lasky， Hover，

Smith， Bostian， Duffendack&Nord， 1959），在预测患者是否需

要重新进行心理治疗的决策中，将12名心理治疗专业人员的决策与患

者的病历档案重量之间进行比较。患者的病历档案重量可以用来作为



患者以往就医情况的一个大致估计。结果表明，专业人员的判断的准

确性并没有显著高于病历档案重量的预测作用（两者的相关系数分别

为.62和.61）。

很显然，专业人员的专业知识以及掌握的相关信息是其他因素所

无法比拟的。但是使用人为决策的方法通常需要依赖于像代表性这样

的直觉——容易受到很多偏差的影响——因此人为预测的准确性很难

超过仅仅依据数据关系而进行的预测。

结论

有关代表性直觉的研究结果表明，有一些方法可以提高决策和判

断的技巧，内容如下：

√不要被很细节的情境所迷惑。正是情境中的细节使得整个情境

看起来更加具有代表性，但是同时也减少了其发生的可能性。一般而

言，情境越是具体，其发生的可能性越低——即便这样的情境看起来

能够非常好地代表最可能发生的结果。

√只要有可能，无论什么时候都应该注意基线值。当一个事件极

少发生或者是非常普通的事件时，基线值就显得尤为重要。例如，由

于录取的比例非常低，因此很多优秀的申请者都没有机会进入研究生

院进一步深造（通常的误解就会认为这样的申请者并不具备所需要的

学术能力）。相反，由于通过的比例非常高，许多不合格的驾驶员都

顺利拿到了驾驶执照。当基线值是一个极端数值时，代表性往往成为

发生可能性的误导因素。

√记住偶然性并不具备自我修正的功能。一系列的坏运气，就是

一系列的坏运气。它并不意味着相应的好运气必然会来临，也不意味

着事物总是一成不变的。如果一个随机的过程（就像投掷一枚没有偏



差的硬币）存在一定的可能性产生一定的结果，那么过去的事件对将

来发生的结果并不会产生影响。

√不要错误地理解向平均数回归。即使出现了一系列的坏运气，

也不一定会有一系列的好运气与之相平衡（或者相反），但是一些极

端的成绩往往会跟随着一些更接近平均数的成绩。向平均数回归是非

常正常的，无论结果是否受到一些随机因素的影响。即使在某些时

段，这些随机因素结合在一起可能产生一些非正常的结果，但是在接

下去的情境中，成绩通常会回归正常。

将这些建议牢牢记在心中，就有可能避免许多由于依赖代表性直

觉而产生的偏差，在下面的第11章里，我们将重点讨论另一个著名的

直觉：“易得性直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偏差。

第11章　易得性直觉

根据阿莫斯·特韦尔斯基和丹尼尔·卡尼曼（1974， p. 1127）

的理论，易得性直觉也是人们经常使用的一种直觉。决策者“通常会

依据一些容易想起来的事例来判断一种类别出现的频次或者事件发生

的概率”。通常情况下，这样的直觉能够很好地发挥作用，在所有条

件都平等的前提下，普通的事件要比不寻常的事件更容易被记住或者

想像出来。决策者利用易得性直觉（availability heuristic）来估

计事件发生的频率和概率往往能够将困难的决策内容简化。

但是，无论你使用何种直觉，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这样的一般

原则都可能失效并导致系统性偏差。有一些事件相对于其他事件而言

更容易想到，并不是因为这样的事件更经常发生或者具有更高的发生

概率，而只是因为这样的事件更容易被提取。可能是因为这样的事件

是刚刚才发生的，也可能是这样的事件掺杂了很多情绪的因素。在本



章中，我们将着重讨论以下几个问题：（1）在哪些情境下，易得性直

觉可能会导致偏差？（2）当人们想像一件事件发生以后，他们是否会

认为这样的事件更加容易发生？（3）生动的信息与其他类型的信息是

如何进行区分的？

歪曲的易得性

请你想像一下，在美国，下面两种情况哪一种更容易导致人死亡

——被飞机上掉下来的零件砸死还是被鲨鱼咬死？绝大多数的人都认

为被鲨鱼咬死的可能性更大（请查看一下你对读者调查第7题的回

答）。相对于被掉下的飞机零件砸死的案例，被鲨鱼咬死的案例得到

了更多的社会关注，这样的例子更容易被人们想像出来（从某种程度

上讲，这也应该感谢像《大白鲨》这样的电影所造成的影响）。但事

实上，在美国，死于掉下来的飞机零件的个案是被鲨鱼咬死的个案的

30倍。在这个例子中，易得性直觉就是一个误导人们进行频率判断的

因素。

读者调查中的第8题进行了一次比较，人们又发现一个惊人的答案

（取自库姆斯和斯洛维奇1979年的研究）。例如，由于很少有媒体关

注这样的问题，因此人们对于下列事实感到十分惊讶，那就是：每年

死于糖尿病或者胃癌的人数是死于凶杀案或者交通事故的人数的两

倍，而每年死于雷击的人数高于死于龙卷风的人数。特韦尔斯基和卡

尼曼认为，这样的统计数据与人们的直觉正好是相反的，人们的直觉

会根据事件在大脑中唤起的难易程度来估计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由于

交通事故、龙卷风或者谋杀几乎都是媒体的头条新闻，因此它比那些

发生频率更高的事件——胃癌、雷电或者糖尿病——更“容易提

取”。



当某些事件本身很难被想像时，易得性直觉也可能会导致偏差。

例如，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1973）问人们如下问题：在一般的英文

词汇当中，以K作为开头字母的单词和以K作为第三个字母的单词相

比，哪一个更多（不要考虑字母数少于3的单词）？在回答问题的152

个被试当中，有105个被试认为由K作为首字母的单词要多。但是事实

上，以K作为第三个字母的单词数是以K作为起首字母的单词数的两

倍。因为人们更容易想到的是以K作为起首字母的单词，而不是以K作

为第三个字母的单词，因此人们会错误估计了这两类单词的相对比

例。

当结果在视觉上更加容易辨认的时候，易得性直觉同样可能会导

致偏差。读者调查中的第37题正好可以说明这样一种现象：



请仔细观察下面A、B两个不同的结构。

这里的一条“通路”就是指将本结构中的每一层上的一个X连接起

来。换一句话讲，在结构A中，一条通路就是连接三层中的X（一共三

层结构，每一层选取一个X）；而在结构B中，一条通路就是连接九层

中的X（九层结构，每一层选取一个X）。

（a）在这两个结构中，哪一个包含的通路更多？

（b）在结构A中，大约包含了多少条通路？在结构B中呢？

绝大多数的人都发现，在结构A中找到一条通路比在结构B中简单

多了，因此他们都认为结构A中包含的通路较多。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

（1973）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发现85％的个体都认为结构A所包

含的通路较多。而他们对于通路数量的估计是：在结构A中包含的通路

数大约为40条，而结构B中大约为18条。

事实上，这两种结构中所包含的通路数是相等的。在结构A中，第

一层的X共有八种不同的选择，第二层的X也有八种选择；而第三层的X

同 样 有 八 种 不 同 的 选 择 。 因 此 在 这 个 结 构 中 通 路 数 量 为

8×8×8 （ 512 ） 。 在 结 构 B 中 ， 一 共 包 含 的 通 路 数 量 为

2×2×2×2×2×2×2×2×2，其通路的总量也是512。这样，这两种

不同的结构所包含的通路数量是相等的，尽管结构A中的通路更加容易

被识别（因为在结构A中每一层一共有8个不同的选择，而在结构B中，

每一层只有两个不同的选择）。

一个想像的研究

1978年，约翰·卡罗尔（John Carroll）发表了一项研究成果，

他将易得性直觉与对一个事件的想像联系了起来。卡罗尔的推理是如



果一个容易被想像的事件能够被判断为更可能发生的事件，那么对一

个事件的刻意想像可以增加其易得性，从而使它看起来更可能发生。

他用两个实验来验证这样的假设。

第一个实验是在197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前一天进行的，参与者被

要求想像他们在当天的晚上或者第二天一早从电视上看到了总统大选

的结果。大约一半的参与者被要求进行如下的想像：

福特赢得了最后的大选，而卡特由于没有抓住几个关键的州而失败，福特最终赢得了

中西部和西部的绝大多数州的选票，他一共获得了316个选举团的选票，而卡特赢得了222

个。如果以州为单位来进行统计，福特最后赢得了32个州的选票，而卡特赢得了18个州和哥

伦比亚特区的选票。

而余下的另一半参与者被要求进行如下的想像：

卡特利用其在南部和东部取得的不可逾越的优势而赢得了最后的大选，福特尽管横扫

了西部但是也无济于事。卡特最后赢得了342个选举团的选票，而福特赢得了196个。卡特赢

得了28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选票，而福特赢得了22个州。

这些情境中使用的是最新的民意调查的结果，参与者不仅要想像

这样的情境是真实的，而且还要同时想像获胜者胜利之后的演讲，以

及失败者失败后的情境。这样的想像力求尽可能真实。然后，当参与

者完成这样的想像之后，让他们判断最后的大选的实际结果如何。

实验的结果表明想像卡特获胜的参与者更多地预期卡特能够获得

最终的胜利，而想像福特获胜的参与者更多相信福特能够获得最终的

胜利。根据卡罗尔的假设，对给定结果的想像可以使结果容易提取，

同时也增加了对其发生概率的估计。

在第二个研究中，卡罗尔（1978）要求匹兹堡大学的学生想像他

们的橄榄球队在1977赛季取得了很好的战绩或者想像他们在该赛季糟

糕的表现（匹兹堡大学的橄榄球队赢得了1976赛季的全国冠军，但是

在1977年该队的教练和几位优秀的队员相继离开了球队）。尽管最后



的结果并不能完全验证原来的假设，但还是显示对结果的想像可以增

加对其结果发生概率的预期。例如，在35名想像球队取得好成绩的参

与者中，63％的参与者认为他们在1977赛季可以取得很好的成绩；而

在38名想像球队糟糕表现的参与者中，只有40％的人认为球队能够在

1977赛季取得好成绩。结合这两个研究的结果，卡罗尔认为个体对结

果的想像可以增加对其结果发生可能性的预期。之后，又有一些研究

者的研究重复或者发展了这样的研究结果（Anderson， 1983；

Gregory， Cialdini，&Carpenter， 1982）。

想像的局限性

如果一个事件的结果很难想像，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如果一个

决策者很难想像出一个事件的结果，其知觉的结果的可能性是会上升

还是下降？在1985年，吉姆·舍曼，罗伯特·恰尔蒂尼，唐娜·施瓦

茨曼和金·雷诺兹（Jim Sherman， Robert Cialdini， Donna

Schwartzman，&Kim Reynolds）就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

舍曼和其合作者要求参与者阅读两种疾病的描述之一，这两种疾

病在校园里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这两种疾病在医学上都被称为是

“Hyposcenia-B”，但是根据实验条件的不同，对这两种疾病的描述

是完全不同的。在“容易想像”的实验条件下，参与者读到的疾病描

述是非常具体的症状描述，例如肌肉疼痛，很低的能量水平以及经常

性的头痛等等。而在“很难想像”的实验条件下，参与者阅读的是非

常抽象的症状，例如模糊的方向迷失感，神经系统的功能失调以及肝

脏发炎等等。

控制组的参与者就是简单地阅读了有关“Hyposcenia-B”的症状

描述——无论想像是简单还是困难的——然后判断将来患上此病的可

能性有多大。另一方面，实验组的被试要求他们“想像在3周的时间内



他们感染上了这样的疾病，并且会经历到描述中的症状。”同时，他

们被要求想像一下在3周的时间内，他们感染上这样的疾病以后的感

受。

舍曼和其合作者发现，控制组的被试不会受到结果想像的难易程

度的影响，但是实验组的结果是非常显著的。在实验组的被试中，相

对于控制组的被试而言，“易于想像”的实验条件下，被试认为感染

此病的可能性更大。舍曼等人（1985）认为对结果的想像并不能保证

其出现的可能性更高；如果事件的结果是很难想像的，想像的努力就

会降低人们对其发生可能性的预期。

否定

对事件结果的想像并不一定会提高人们对其发生可能性的预期，

另一种情况是事件的结果是极端负性的。有些事件的结果是如此糟

糕，以至于对事件结果的想像使他们否认这样的结果会在自己的身上

发生（Rothbart， 1970）。

对于许多人而言，这样的极端结果事件的例子是核战争。在1989

年，作者发表了一个研究，研究者询问了大约2000个人，让他们估计

一下在未来的10年中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有多大。尽管在本书的第13

章中将更加详细地阐述这个研究的过程和结果，但是其中的两个结果

与易得性直觉是相关联的。首先，让参与者很形象地想像核战争爆发

时的情景（例如，增加“结果的易得性”）并不能显著地影响个体对

于发生核战争可能性的预期。第二，让参与者想像发生核战争的各种

不同的途径（增加“路径的易得性”）同样不能显著影响他们的判

断。第二个结果是令人惊讶的，因为有不少的研究已经发现路径易得

性的重要性（Hoch， 1984；Levi&Pryor， 1987；Ross， Lepper，



Strack ， &Steinmetz ，  1977；Sherman ，  Zehner ，  Johnson ，

&Hirt， 1983）。

人们对于这样一些情境——包括将自己最亲近的朋友和家人火化

这样的情境——产生如此强烈的否定感，以至于认为核战争是不可能

发生的。就是这样一种排斥感抵消了上升的易得性，使个体对于事件

发生的可能性的预期保持不变。这样，如果一个事件的结果是非常恐

怖的，就会使个体产生否定感，这样对其结果的想像并不一定能够提

高个体对其结果发生可能性的预期。

生动性

与易得性相近的一个概念是生动性。生动性通常是指某事件多么

具体和易于想像，尽管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它还会有其他的含义。有

时候，指某事在情绪上的令人激动，或者是事件之间在时间或者空间

上的接近性。许多研究的结果表明，决策者更加容易被生动的信息所

影响，而不是平淡的、抽象的或者是统计的数据（Nesbett&Ross，

1980）。

例 如 ， 尤 金 · 博 吉 达 和 理 查 德 · 尼 斯 比 特 （ Eugene

Borgida&Richard Nusbett， 1977）进行了一项研究，对比了一项大

学课程评估的统计数据和一个更加生动的描述之间的有效性。参加本

实验的被试，绝大多数都是来自密歇根大学心理学专业的学生，他们

被安排到了三个不同的实验条件下：（1）基线条件，在这样一个实验

条件下，他们读到的是一个在5点量表上的对课程的评分统计结果，这

样一些统计结果都是来自于上一个学期选课同学对于该门课程的打

分；（2）面对面的条件，在这样一个实验条件下，被试听取了1～4个

不同学生委员会对课程的评估报告（这样的评估委员会也为不同的课

程在5点量表上进行打分，评分的结果与上一个基线条件下的结果是相



同的）；（3）没有评估结果的控制条件，在这样的实验条件下，被试

既没有听到也没有读到任何有关课程评估的信息。然后，在读完学生

对课程的评估信息或者听完委员会对课程的评估报告之后（对于控制

组而言，他们并没有得到任何的信息），学生被要求列出27门大学课

程中哪一些是他们将来最有可能选择的课程。

因为基线条件下的被试读到的信息包含了几乎所有学生对该课程

的评估结果，因此最“逻辑”的结果是在该实验条件下的被试最容易

接受课程推荐中的所推荐的课程。但是正如表11.1所示，博吉达和尼

斯比特发现结果正好相反，只是听取了少数学生的评估意见的学生比

那些读过详细的综合统计分析结果的学生更容易接受所推荐的课程。

事实上，基线条件的被试与控制条件的被试相比，在统计上他们并没

有显著地多选被推荐的课程，而少选没有被推荐的课程。而只有面对

面实验条件的被试与控制组的被试之间的差异是显著的。与控制组的

被试相比，面对面条件的被试平均多选了1.4门推荐的课程，而少选了

0.9门非推荐的课程。

这样的实验条件可以证明少量的对课程的生动评价可以超过综合

性的统计数据。正如许多新车购买者都遇到过的，一个生动的关于车

辆瑕疵的故事足可以消磨掉你从《消费者报告》这样专业杂志的统计

中建立起来的信心（Nisbett， Borgida， Crandall，&Reed，

1976）。同样，罪犯或者目击者对犯罪事实的生动描述也可以掩盖犯

罪的统计数据和报告。因为这样生动的信息是“可得的”，与平淡的

信息相比更容易被回忆起来，因此会使决策产生偏差。

在法律上的应用

生动信息的力量深得广告人、政客以及许多其他的“专业说服

者”的青睐。而生动性能够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一个领域是法庭。罗伯



特·雷耶斯，比尔·汤普森和戈尔登·鲍尔（Robert Reyes， Bill

Thompson，&Gordon Bower，1980）通过一项研究来证实这样的观点，

即信息的生动性可以影响陪审团最后的决策。实验是通过两个过程来

完成的。

表11.1　推荐生动性的力量

注释：该表摘自博吉达和尼斯比特所做的研究（1977）。比起控制组学生来，面对

面条件下的学生选择了更多的推荐课程和更少的非推荐课程，而基线条件下的学生

与控制组没有显著差异。

第一步，被试读到了一个关于酒后驾驶的案例。被告在圣诞节晚

会以后驾车回家，撞倒了一个停车的标志，最后与一辆垃圾车相撞。

但是被告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还没有检测，需要在当时这样一些证据的

基础上进行判断。辩方认为被告并没有酒后驾车。

在读完被告的一个简单的人格描述以后，被试将读到9条由辩方提

供的无罪的证据，也会读到9条由控方提供的被告有罪的证据。这18条

陈述每一条都是一个证据，将用一种生动或者平淡的方式提供给不同

的被试。例如，控方的一条平淡的证据是这样描述的：

在他出门的路上，桑德斯（被告）沿着桌子蹒跚而行，将一个盘子打落在地上。

同样的证据，用生动的方式表述是这样的：

在他出门的路上，桑德斯（被告）沿着桌子蹒跚而行，将一个蘸酱的碟子碰到了地

上，酱在粗毛绒的地毯上溅了一地。



同样，辩方平淡的证据是这样表述的：

在交叉询问中，垃圾车的驾驶员承认，在晚上，垃圾车是很难辨认的，因为该车的颜

色是灰色的。

而同样的信息用生动的方式表述是这样的：

垃圾车的司机承认垃圾车是灰色的，他说：“因为它成天在垃圾堆里面打滚，你觉得

我应该怎么做，难道把它涂成紫色吗？”

大约一半的被试获得的是辩方生动的证据陈述和控方平淡的证据

陈述；而另一半的被试获得的是辩方平淡的证据陈述和控方生动的证

据陈述。

当读完这18个陈述以后，被试被要求进行下面三个决策：（1）你

认为在事故发生的时候，桑德斯喝得有多醉？（2）以你个人的观点，

你认为桑德斯是有罪还是无罪的？（3）如果你是陪审团的成员，你必

须依据“在毫无疑问的情况下才可以定罪”的原则，你会怎样进行裁

决？（这三个判断最后将平均起来形成一个总体指数，判断被试认为

桑德斯犯罪的程度。）第一阶段的实验结束，被试可以返回，但是被

要求在48小时以后回来进行实验的第二阶段。

当被试来参加实验的第二阶段时，首先要求他们尽可能多地回忆

两天以前读到的18条证据。他们要回答第一阶段结束时要求回答的同

样的三个问题。告诉被试他们不用要求自己的回答与上一次相同，他

们应该“就像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案例一样”做出自己的判断。

雷耶斯，汤普森和鲍尔的实验结果发现，在第一阶段，当被试读

完18条证据之后，证据的生动性并不能影响他们的判断，但是在实验

的第二阶段（48小时以后）却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在控方生动证据条

件下的被试更多地认为被告是有罪的。雷耶斯，汤普森和鲍尔

（1980）对这一延迟现象的解释是生动的证据更容易被回忆起来。同



样，在博吉达和尼斯比特（1977）的研究中发现，相对于平淡的信息

而言，生动的信息最终可以产生更大的影响。这样的结果也可以解释

为生动的信息更容易被提取。

不同的声音

为了证实以上的结论，有必要对有关“生动效应”的研究进行一

次综述，以期了解在一般情况下，生动的信息相对于平淡的信息而

言，是否能够产生更大的影响。谢利·泰勒和苏珊娜·汤普森

（Shelley Taylor&Suzanne Thompson，1982， p. 178）对有关“生

动效应”的实验室研究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总结，结果发现绝大多数的

实验室研究都发现生动效应是混合的，或者在有些实验室研究中根本

就不存在生动效应。他们的结论是：至少相对于实验室研究而言，即

便生动效应确实存在，这样的效应也是相当微弱的。

这个结论当然可以调节一下以往的结论，认为生动信息能够产生

很大影响的观点值得商榷。同时，我们也不可否认，在一定的情境

下，生动效应确实是存在的。原因有三个。第一，泰勒和汤普森在下

一般性结论的同时也提出了许多的特例。例如，他们发现使用案例的

历史资料就比统计的或者抽象的信息更具说服力；在一定的情境下，

使用录像的呈现方式就比书面或者口头的陈述更具说服力。第二，泰

勒和汤普森也意识到，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法来解释研究结果的缺

损。在一个具体的实验条件下没有发现生动效应，完全可能是由于实

验设计中存在一定的偏差，从而导致实验的结果产生偏差，在某些研

究中，生动性的变量与其他几个变量都产生了混淆。最后，泰勒和汤

普森也指出，在实验室条件下，可能促使被试关注日常生活中经常被

他们忽视的一些信息，这样就导致生动效应没有办法通过实验室模拟

的方法得以验证。因此，实验室的设计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低估了生动

效应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作用。



在最后的分析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尽管生动效应在某些情境下

是可以产生作用的，但是其适用的范围和效力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同时，依据易得性直觉的一般原则，相对于平淡信息而言，对事件的

生动描述可以提高人们对其发生概率和频率的判断。

结论

在很多情况下，易得性直觉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多关于发生频率和

概率的准确估计。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它同样可以使人们的判断产生

很大的偏差。例如，人们基于对胃癌这样的致死性疾病死亡率的认知

来判断公共的健康水平。如果这样的疾病的死亡率被低估，人们就不

太可能采取很多预防措施（Kristainsen， 1983）。同样的，如果一

些描述非常生动的，但是并不经常发生的致死原因被高估了，人们的

视线也将随之转移，而忽略了普遍的危险。例如，有一些作家也指

出，美国人高估了他们在国外旅游时遭到恐怖分子袭击的概率

（Paulos， 1986， November 24）。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公开比较这些以往被我们低估或者高估的

危险。例如，美国癌症协会就可以推行一项公共信息运动，比较一下

胃癌与其他公众认为更加危险的事故的死亡率，如谋杀和交通事故

等。结果公告牌可能宣布：“今年死于胃癌的人数大于死于交通事故

的人数。”毫无疑问，这样的比较可以使人们意识到胃癌的死亡率比

他们想像的高得多（尽管这种宣传有可能使人们忽略交通事故的死亡

率）。旅行社也可以使用同样的策略，告诉旅行者他们在国外遭遇交

通事故的可能性远远大于受恐怖分子袭击的可能性。

谈到估计事件发生的概率和频率，易得性直觉是最重要的一个环

节。但是大家需要牢记的是：易得性直觉也仅仅是影响人们对概率和



频率判断的因素之一。在第12章中我们将讨论影响人们概率判断的其

他因素，以及我们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避免在决策中产生偏差。

第12章　概率和风险

概率和风险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我们轿车的刹车，我

们头顶的云彩，我们每天摄入的食物以及我们对他人的信任。但是风

险通常很难进行量化，甚至概率事件中最基本的问题也可能成为一个

很大的挑战。设想一下专栏作家玛丽莲·沃斯·萨万特（Marilyn vos

Savant， 1990， 9月，p. 13）对声名狼藉的“游戏秀问题”所做的

讨论。

假设你正在参加一个游戏，你可以选择三扇不同的门：在其中一扇门的背后是一辆轿

车，而另两个门后面是山羊。你选择了一号门，然后主持人说我们来看一下另两个门后面到

底是什么，主持人打开了三号门，后面是山羊。然后他问你：“你是否会选择二号门？”这

个时候你会改变主意，转而选择二号门吗？

在你继续阅读以前，请先做出您的选择。

许多人都认为在这个时候是否改变决策都没有什么差异。原因是

他们认为在主持人打开其中的一扇门以后，剩余的两扇门背后有轿车

的概率是相同的。然而，这并不是正确的答案。

正确的答案是你应该改变你的决策。对于这个问题，萨万特是这

样来解释的：

当你从三扇门中挑选第一扇门后，你就有三分之一的机会得到大奖，而有三分之二的

机会得到山羊。但是随后主持人上台来给你提供线索。如果轿车是在二号门，他就会选择三

号门来给你看；而如果轿车是在三号门，他就会选择二号门来给你看。因此，如果奖品是在

二号门或者三号门的后面，你只要改变你的决定，你就可以获得大奖，只要它是在二号门或

三号门的后面！但是如果你不改变你的决定，那只有奖品在一号门后面的情况下，你才能够

得奖。



矛盾信息的困惑

这里有另外一个难题：假设你是一位外科大夫，正在为一位妇女

检查她是否得了乳腺癌。她的乳房上有一个肿块，但是依据你多年的

临床经验，她患有

表12.1　游戏秀问题的结果

注释：正如上表中显示，如果你采取改变决定的策略，在九种不同的情况下，有六

种情况你将获得最后的胜利（adapted from Selvin， 1975， February）。因此

采取改变决定的策略才是最佳的策略。

恶性肿瘤的概率只有1/100。但是为了安全起见，你让她做了X光检查。这样

的X光检查确诊恶性肿瘤的准确率为80％，而检测良性肿瘤的准确率为90％。

令你非常惊讶的是，检查报告显示该妇女乳房上的肿块是恶性肿

瘤。

问题：你先前的观点认为该妇女患有恶性肿瘤的概率只有百分之

一，而检查报告的结果准确性为80％或者90％，现在你认为这位妇女

患有恶性肿瘤的概率为多少？（在你继续阅读之前，请给出你的答

案。）



根据戴维·埃迪（David Eddy， 1982）的研究结果，在100位外

科大夫中有95位大夫认为这位妇女患癌症的可能性为75％以上。但是

事实上，正确的答案应该是7％或者8％——只有大家所认为的1/10。

很显然，大夫认为该妇女患癌症的概率大致与X光检查的准确性类似。

决策研究者罗宾·迪尤斯（Robyn Dawes）将这样的错误称为“矛盾信

息带来的困惑”。

为了让大家了解为什么正确的答案是7％或者8％，我们首先需要

了解统计学中一个不太为人了解的定律——贝叶斯定律。根据贝叶斯

定律，估计该妇女患癌症可能性的方法应该是：

这里“P（癌症）”就是患者得癌症的概率，“P（癌症|阳性）”

表示在检查结果为阳性的情况下，患者得癌症的概率。前者是一个简

单概率，而后者是一个条件概率。

等式的左边就是埃迪要求外科大夫判断的概率，而等式的右边则

可以通过问题中给定的信息得到：

P（癌症）=.01[最先估计患者得恶性肿瘤的概率为1％]

P（良性）=.99[患者没有患癌症的概率]

P（阳性|癌症）=.80[癌症的检查结果下可能有80％的概率患者

为阳性]

P（阳性|良性）=.10[将良性误判成恶性的概率为10％]



既然公式中的数据都是已知的，就可以将所得到的数据带入公

式，计算出患者患有恶性肿瘤的条件概率为：

对于许多人而言，这样的结果是非常令人惊讶的，但是同样令人

惊讶的是参加埃迪实验的外科大夫得到相关信息后的反应方式。埃迪

是这样来描述的（1982， p. 254）：

这些决策错误的大夫通常都假定X光检验呈阳性的患者得癌症的可能性就大致等于X光

检查的准确性……第二个概率是在临床中得到的，他们对此都非常熟悉，但是第一个概率需

要大夫进行临床的决策。即使不是绝大多数，也有许多大夫会把两者混淆起来。

尽管对于矛盾信息的困惑绝不仅仅局限于外科大夫，但是，在这

个领域中，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在有关生死的决策中，很少有机

会能够弥补。

如果在某种情境下贝叶斯定律并不能够起作用，你该怎么办呢？

答案就是我们应该认真地审视统计学上被称为“先验概率”的概念。

先验概率（prior probability）就是在新信息（X光的检查结果）到

来之前，对一个事件发生概率的最佳估计。在乳腺癌决策问题中，先

验概率就是大夫起初对于患者得癌症的概率判断，为1％。因为在这样

的情境中先验概率是非常低的，而X光的检测准确率为80％～90％，因

此在获得X光检查结果以后的概率判断应该不会比先验概率高出很多。

如果实际的结果中先验概率是非常不可能发生（或者非常可能发

生），然后“更新”源于不十分可靠的信息，这样的原则同样可以产

生作用。根据像贝叶斯定律这样的标准理论，先验概率和修改后概率

之间的绝对差异不会很大。



这样的事情绝对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对事件的概率判断同样会受到事件结果“效价”（就是事件的结

果在多大程度上被认为是正性的还是负性的）的影响。早在20世纪50

年代，许多研究都已经证明，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个体认为

正性结果发生的概率比负性结果要高（Blascovicn， Ginsburg，

&Howe， 1975；Crandall， Solomon，&Kellaway，1955；Irwin，

1953；Irwin&Metzger ， 1966；Irwin&Snodgrass ， 1966；Marks ，

1951；Pruitt&Hoge， 1965）。当要求个体对事件的发生概率进行判

断，或者判断两个结果哪一个更加可能发生，或者打赌一个结果的发

生概率时，以上的现象都存在。即使是为了提高准确率而给予物质刺

激的时候，这样的规律还是存在（尽管在这样的情况下，这种效应有

可能降低）。

关于这种偏差的直接证据来自于戴维·罗森汉和塞缪尔·梅西克

（David Rosenhan&Samuel Messick）在1966年进行的研究。在实验

中，罗森汉和梅西克一共使用了150张带表情的图片（如图12.1），其

中有一些图片是皱眉的脸孔，还有一些是微笑的脸孔。在其中的一个

实验条件下，70％的图片是微笑的脸孔，而30％的图片是皱眉的脸

孔；而在另一种实验条件下，30％的图片是微笑的脸孔，而70％的图

片是皱眉的脸孔。被试的任务就是猜测当每一张图片翻过来时是微笑

的脸孔的概率。

罗森汉和梅西克的实验结果发现，当图片中70％是微笑的脸孔的

时候，被试的反应是比较准确的。在整个实验过程中，被试判断是笑

脸的平均可能性为68.2％。但是在另一种实验条件下（70％是皱眉的

脸孔），被试判断是皱眉的脸孔的平均可能性只有57.5％——明显少

于70％的概率。在这样的情况下，个体对结果效价的估计影响了个体

对结果发生概率的判断。



同样的发现并不仅仅局限于笑脸的实验中。在人们对生活中发生

的正性和负性事件进行判断时也存在同样的现象。例如，在尼尔·温

斯坦（Neil Weinstein， 1980）对Rutgers大学Cook学院学生进行的

一项研究中，他要求学生回答下面的问题：“与Cook学院的其他学生

相比——当然是与同性别的学生相比——你认为下列事件有多大的可

能性会在你自己身上发生？”学生进行判断的列表中有18件正性的事

件和24件负性的事件，要求他们给出（相对于其他学生而言）他们认

为以后会经历这样的事件的概率。

图12.1　图为罗森汉和梅西克（1966）在他们所做的概率估计研究中所使用的刺

激。

温斯坦发现，平均而言，学生认为自己经历正性事件的概率比其

他人高15％，而经历负性事件的概率比其他人低20％。具体而言，他

们认为自己毕业以后能够得到很高起薪的概率比其他人高42％，拥有

自己的家庭的概率比其他人高44％，今后会染上酗酒的恶习的概率比

其他人低58％，在40岁以前得心脏病的概率比其他人低38％。如果你

是一名大学生，你可以做一下读者调查中的5a～5d，然后比较一下你

的答案如何。



复合事件

在概率理论中，单个的事件被认为是“简单”事件，同时多个事

件被认为是“复合”（compound）事件。例如，一次开奖的彩票就是

一个简单事件，而两次开奖（只有在两次开奖中都中奖，才能够获得

最后的大奖）的彩票就是一个复合事件。如果一件复合事件是由A和B

两个事件同时发生而组成的（例如在两次开奖的彩票中都中奖），这

样的事件被称为“连续事件”；而如果复合事件是由事件A或者事件B

其中的一件发生组成（例如两次开奖的彩票中只要有一次中奖即

可），这样的事件被称为“非连续事件”。当需要估计一件复合事件

的发生概率时，人们遇到的困难将会更加复杂。

首先，人们通常会高估连续事件的发生概率。约翰·科恩、切斯

尼克和哈伦（John Cohen， E. I. Chesnick，&D. Haran， 1971）的

研究结果显示，要求被试判断多个阶段的彩票中奖概率的时候就会出

现这样的情况。当彩票分两个阶段进行，每一个阶段中奖的概率只有

50％时，人们判断最后中奖的概率是45％——几乎是正确答案的两倍

（在这里你可以将彩票想像成一个没有偏差的硬币，综合考虑连续投

掷两次的结果，你就可以发现连续两次出现正面的概率只有25％）。

同样，当每次中奖的概率只有1/5的时候，一个两阶段彩票的中奖概率

只有1/25，而被试的判断却是30％。

在许多情况下，我们都可能高估事件发生的概率，但是与科恩、

切斯尼克和哈伦的实验结果相比，这些高估只是小巫见大巫。他们的

研究结果发现，当彩票涉及多个阶段，并有多个结果同时存在的时

候，人们的估计更加不准确。例如，当要求人们判断一个8个阶段的彩

票，每一个阶段中奖的概率是1/8时，人们认为最终中奖的概率是

1/20。这比实际的中奖概率高出了百万倍。



当人们需要估计一个复杂系统是否能够正常运作的时候，对连续

事件发生概率的高估判断就显得尤为重要。例如，假设你能够建立一

个导弹防御系统，该系统由500个独立的部件或者子系统构成（根据现

在的技术，这样的一个导弹防御系统所需要的零部件的数量是该数量

的几千倍），假设这个系统中的零部件在第一次使用时的可靠性是

99％，那么整个系统在第一次使用时的可靠性如何？

结果会令很多人感到惊讶，整个系统的可靠性小于百分之一。

为什么可靠性会降到如此低的程度？在第13章中，我们将详细地

论述——决策者在判断一个复合事件的发生概率的时候，更加倾向于

“锚定”或者固着在其简单事件的发生概率上（在上面的例子中，每

一个简单事件发生的概率为99％）。一旦决策者将这样的简单概率固

着在自己的头脑中，他们就很难根据大量的简单事件需要同时发生这

一事实对概率的判断进行调整。因此，当复合事件是由大量的简单事

件构成时，人们往往会高估其发生的概率。同样的原理也可以运用到

非连续事件中，人们往往会低估非连续事件发生的概率。当非连续事

件是由许多低概率的独立事件组成时，人们就会低估该复合事件发生

的概率，这时的概率是简单事件中至少有一件发生即可。例如，人们

通常会低估在连续几年使用避孕工具的情况下，至少发生一次怀孕现

象的可能性（Shaklee&Fischhoff， 1990）。

马亚·巴-希勒尔（Maya Bar-Hillel， 1973）通过实验验证了人

们在判断连续事件时容易出现高估，而在判断非连续事件时容易出现

低估的现象。巴希勒尔要求被试在两个不同的选项之间进行选择，一

个选项是简单事件（例如，从装有2个彩球和18个白球的罐子中摸到彩

球），而另一个选项是复合事件（从一个装有10个彩球和10个白球的

罐子中，连续摸到4个彩球，每一次摸完之后彩球复位，保持原有的状

态）。被试将面对4～5对这样的选择（通常都是由一个简单选项和一



个复合选项构成的），并被告知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自由选择，实验

结束之后，还会根据他们的表现得到一定的报酬（以激励被试更加积

极地参与实验）。

图12.2　马亚·巴-希勒尔发现，当复合事件是相关联的时候，人们更喜欢复合性的

赌博而不是简单赌博。我们在摸球时更愿意从右边罐子中连续摸四次，而不是从左

边罐子中摸一次。与之相反，当复合事件不相关时，人们就更喜欢简单赌博而不是

复合赌博（详见正文）。

巴-希勒尔的研究结果发现，尽管所有选项的预期概率都是大致相

同的，但是当复合事件是连续事件时，被试会更倾向于复合选项；而

当复杂事件是非连续事件时，被试则更倾向于选择简单选项。例如，

在上文中提到的两个选项中，15个被试中有12个选择复合选项，即连

续拿出四个彩球（该选项发生的可能性是.06），而不是简单选项（该

选项发生的可能性是.10）。同时，当复合事件是非连续事件时（即只

要其中有一次抓到彩球即获胜），被试更加倾向于简单选项。在20个

被试中有14个选择一次摸到一个彩球的选项（获胜的概率为.70），而

不是6次尝试的机会，只要有一次成功即可（在这种情况下，一次摸到



彩球的概率为.20，而综合考虑6次的情况，最终获胜的概率为.74）。

这样的结果显示，人们在判断连续事件发生的概率时倾向于高估，而

判断非连续事件发生的概率时倾向于低估（Barclay&Beach， 1972；

Wyer，1976）。

保守主义

更加糟糕的是，一旦人们形成了对某一事件的概率判断，那么当

呈现给他新信息的时候，他改变其原先判断的速度是比较慢的。这种

不 愿 意 改 变 先 前 概 率 估 计 的 惰 性 被 称 为 “ 保 守 主 义 ”

（conservatism）（Phillips&Edwards， 1966）。这样的保守主义都

是相对于如贝叶斯法则这样的标准理论而言的，个体在接受到新的信

息以后，改变概率估计的速度应该快得多（Hogarth， 1975）。

例如，在读者调查中的第29题中，沃德·爱德华兹（Ward

Edwards，1968）提供了这个案例：

假设有两个装满了数百万张扑克牌的罐子。在第一个罐子中，有70％的扑克牌是红色

的，30％的扑克牌是蓝色的。而在第二个罐子中，有70％的扑克牌是蓝色的，30％的扑克牌

是红色的。假设随机选择其中的一个罐子，从中拿出了12张扑克牌：其中有8张是红色的扑克

牌，4张是蓝色的扑克牌。你认为你是从第一个罐子中拿出这12张牌的概率有多大？（请以百

分数的形式给出你的答案）

如果你的答案和大多数人一样，你会认为概率在70％到80％之

间。从本质上讲，你将原先的随机概率50％（两个罐子是随机选择

的）调整到了70％到80％之间，主要是因为抽出的红色扑克牌大于蓝

色。但是根据贝叶斯法则，正确的答案应该是97％（详细计算见

Edwards， 1968）。比起数据可以允许的改变来，绝大多数人对概率

估计作出的改变要保守得多。事实上，爱德华兹（1968， p. 18）认

为：对该数据的简单分析发现，要花费两到五次观察才能达到一次观

察就能引起的估计的改变。



对风险的知觉

在美国，每六个死亡的人中就有一个是由于吸烟引起的（Hilts，

1990， 9月26日）。平均而言，一个重度男性烟民的寿命将减少8.6

岁，而一个重度女性烟民的寿命将减少4.6岁（Cohen&Lee，1979）。

据估计，平均抽1.4根烟增加的死亡概率等于居住在一个核电站20英里

外长达150年的时间（Wilson， 1979年2月）。

这样的一些统计结果表明，一些风险程度相同的事件可以通过不

同的方式表达出来。对风险的知觉是高度主观性的，人们所采取的预

防 措 施 往 往 取 决 于 具 体 的 风 险 呈 现 方 式 以 及 风 险 的 种 类

（Stone&Yates， 1991）。例如，昌西·斯塔尔（Chauncey Starr）

认为人们经常会“自愿”接受一些风险（例如，来自吸烟或者滑冰的

风险），而不愿意接受另外一些风险（例如，来自核电站的风险）。

正如斯塔尔（1969， p. 1235）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不愿意别人来

指手画脚，我们要自得其乐。”尽管这样的情况并不总是发生

（ Fischhoff ，  Lichtenstein ，  Slovic ，  Derby ， &Keeney ，

1981），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往往如此。

风险知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世界上的一些重要决策，如

全球的环境、国家间的安全以及疾病流行学都越来越关注这样一个概

念。但是当人们谈及风险这个概念时它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呢？风险是

不是与特定行为的不良结果预期数量相等同？是什么样的特征使得某

一个事件显得更具风险性？

正如现实情况一样，对风险的知觉通常是非常复杂的。对于绝大

多数人而言，风险不同于对某一事件不良结果的预期，它的含义更加

丰富。



保罗·斯洛维奇和他的同事揭示了公众对风险的知觉中的三个基

本维度。第一个维度被称为是“恐怖风险”，其特点是“知觉到缺乏

控制感，恐惧，灾难性，不良后果以及利益与风险不相匹配”

（Slovic， 1987， p. 283）。这样的维度与一般公众对风险的知觉

是最为接近的，该风险的最极端的例子是与核武器及核能相联系的风

险。第二个维度我们称之为“未知的风险”，这样的风险所包含的特

点是“无法观测的，无法了解的，新颖的，以及其所造成的伤害是延

期的”。基因和化学技术所造成的风险就是这类风险中的极端例子。

最后一个维度就是面对某一个特定风险时个体的数量。尽管还有许多

其他的因素可以影响个体对风险的知觉——例如个体对概率估计的保

守性、危险的真实性或者可得性以及灾难发生的时间特征——但是，

保罗·斯洛维奇和他的同事的一系列实验都证明了这三个维度的存

在。

研究人员发现的最有意思的研究结果之一就是，普通个体与专家

相比，他们对风险的知觉方式是完全不同的（Slovic， Fischhoff，

&Lichtenstein， 1979，4）。普通个体并不能很好地估计各种风险的

大小，他们对风险的总体知觉总是从“灾难发生的可能性”以及“对

下一代的威胁”角度来考虑，而不是根据其发生的可能性。另一方

面，专家能够很好地估计风险的大小，他们对风险的知觉与其发生的

概率是紧密相连的。

举例说明，一般的大众都会将核能视为是一种非常恐怖的风险

（主要是基于其发生灾难的破坏力及其对下一代的影响），而专家则

认为核能是一种相对较小的风险（主要是依据其发生的概率）。事实

上，保罗·斯洛维奇和他的同事（1979年4月）让大学生评估30种不同

的行为和技术的风险程度，学生们都将核能视为是最具风险的技术。

当要求部分全国范围内广受尊重的风险评估家来评估相同的行为和技

术时，他们将核能排在第20位——甚至排在骑自行车的后面。



事故可以使我们更安全吗

1980年6月3日，美国空间战略司令部（SAC）的官员正在进行日常

的检查，查看是否有遭受前苏联导弹袭击的迹象。这样的事情通常来

讲是不可能发生的，也没有迹象表明会发生类似的事件。

突然，有一台计算机发出了警报，前苏联已经从陆地和核潜艇上

发射了携带核弹头的导弹。在几分钟之内，导弹将到达美国本土。

空间战略司令部立即做出了反应。在本土，上百架携带核武器的

B-52战略轰炸机已经整装待命，随时准备出发；核潜艇的指挥官也整

装待发；导弹发射的指挥官也已经将发射的钥匙插入发射位置。整个

美国已经为一场核战争做好了准备。

然而，在第一个警报发出三分钟以后，大家发现这个信号是一个

错误信号。美国的军队迅速解除了警报，并且开始了一系列的调查。

几天以后又出现了同样的错误，这次，终于找到了事故的元凶，一枚

价值0.46美元的计算机芯片失灵了，对于来袭的导弹数字信号，该芯

片向电脑间歇性地输入了2，而不是0。

人们对于这个错误警报的反应是很有意思的。基本上讲，核武器

的反对者认为这样的事件使他们感到更加不安全，而支持者则报告他

们感到更加安全。例如，美国的发言人弗兰克·霍顿（Frank

Horton）警告说，这样的错误信号“对国家安全是一个重大的威胁，

可能会导致前苏联的过度反应，并引起双方的核战争”；而北美空间

防御指挥部的长官詹姆斯·哈廷格（James V. Hartinger）将军在发

生错误警报事件之后认为：“我现在对于我们的防御系统更加放心

了，因为现实证明这样的错误我们是可以克服的”（U. S.

Congress， 1981，May 19-20， pp. 131-133）。



同样的现象发生在三里岛事件以后（Mitchell， 1982；Rubin，

1981；Slovic，Fischhoff，&Lichtenstein， 1982a；Weinberg，

1981）。艾伦·梅热（Allan Mazur）（1981， pp. 220-221）调查了

42位科学家（在三里岛事件之前，这些科学家都对核能问题有过公开

的表态），他说：“没有一位科学家因三里岛事件而改变他们对核能

的看法……绝大多数科学家对这次事件的解释与他们先前对于核能的

观点一致。核能的反对者认为这是一场大灾难，表明私营企业和政府

管理人员并没有能力用一种安全的方式来管理反应堆。而核能的支持

者认为在事件中并没有一人死亡，辐射的扩散量也相对较小，因此安

全防御措施还是能够起作用的。”双方都在寻找有利于自己观点的证

据，核能的反对者因为发生了这样的核泄露事件而感到非常的沮丧，

并以此为证据证明这样的灾难将来还有可能发生；而核能的支持者认

为这样的安全措施可以起到作用，并相信将来可以避免这样的事故。

当然，尽管人们在美国空间战略司令部和三里岛这样的事件之

后，会表现出这样的反应体现了人们决策的偏差，但是这样的规则也

可以在选择不同的曝光媒体和对公众人物形象的选择中产生作用。为

了控制这些因素，本书的作者进行了三个实验，实验中，持有不同政

治观点的个体阅读了相同的非灾难性技术事故的描述。例如，在其中

的一个实验中，24名Reserve Officers Training Corps（ROTC）的学

员（核能的支持者）与21位和平主义者（核能的反对者）阅读了下面

四个相同的有关核武器技术事故的内容。这些事故——尽管是真实

的，但是都不为人知——包括：

美国的一个导弹模拟实验由于一个固定螺丝出现故障，而导致一枚导弹发射升空。

一枚俄罗斯的导弹发生故障，目标直指阿拉斯加。

一份假冒的美国海岸警卫队报告谎称总统遇刺，于是副总统发动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俄罗斯海军发出了错误的警报，声称与美国进入战争状态，要求舰艇的指挥官准备与

美国军队进行战斗。



所有的被试在阅读完所有描述之后要回答一系列的问题，其中有

两个关键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当一个人为或者技术故障发生以

后，在评估将来无意中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时，哪一个因素显得更加

重要——是事先准备的预防措施，还是第一次发生的事故？”在核能

的支持者中大约有2/3的人认为，最重要的因素是所采取的预防措施；

而在核能的反对者中，除了一位被试以外，其他所有人都认为最重要

的影响因素是第一次发生的事故。正如研究者所预期的，支持和反对

核能的人对相同事件的关注点是不同的。

第二个问题被用来评估以上差异的结果。问题是：“一些人为的

和技术的事故发生以后，并没有引起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核战争。这

样的事故是否使你更加有信心认为以后并不会发生核战争，还是更加

没有信心？”答案也是非常明确的，4/5的被试都认为他们的信心发生

了变化，但是改变的方向取决于他是核能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核能

的支持者中有84％的被试认为这样的非灾难性事故使他们更加有信心

相信，核战争在将来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对于核能的反对者来说，

他们的信心反而下降了，见图12.3。

在另外的两个实验中也发现了同样的现象（细节见Plous，

1991）。对某项技术的支持者通常关注的是安全措施起到了应有的作

用，这样的非灾难性事故使它进一步得到了确认；而反对者强调事故

已经发生了，有一些重要的问题已经变得越来越糟糕。另外，对于将

来类似事件发生的可能性问题，支持者和反对者所得出的结论也是相

反的。当阅读了一个给定的事故描述之后，支持者认为将来发生类似

事故的可能性降低了，而反对者认为将来发生类似事故的可能性提高

了。



图12.3　以上这些百分比基于对下列问题的回答：“几个严重的人为的和技术上的

失误并没有导致两大集团之间核战争的爆发。这样的失误使您对将来核战争不会发

生更加有信心？还是更加没有信心？或者两者都不是？”

无论这样的事故是由于人为的原因还是技术的原因造成的；是美

国还是俄罗斯的事故；是与能源相关还是与战争武器相关；是预先知

道的还是未知的，上面的研究结论都成立。态度的极化现象同样是很

明显的，无论他们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因此，在很多情境中，个体

对于风险的知觉通常会受到其先前观点的很大影响。

建议



决策者在对概率和风险进行判断的时候可以采取以下一些简单的

措施来尽量避免偏差：

√保持正确的记录。记录过去发生的某些事件的发生频率，这样

就有可能减少首因效应和近因效应的发生，减少可得性偏差以及其他

一些由于信息呈现方式的不同而产生的偏差（例如，Hintzman，

1969；Ward&Jenkins， 1965）。

√警惕如意算盘。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往往会高估渴望事件发生

的概率，同时也会低估自己不希望发生的事件的概率（尽管这样的规

则存在着很明显的特例，例如在某些情境下，一些令人忧虑的结果的

可得性可能会使人们的概率估计产生波动）。打消这种如意算盘的最

好方法是找一个独立的第三方来进行评估。

√将复合事件分解为简单事件。如果一个复合事件是由一系列简

单独立事件构成的（如这些事件的结果是互不相关的），一个有用的

策略就是分别估计每一个简单独立事件发生的概率。如果这样的复合

事件是连续性的，则将这些概率相乘。例如，在投掷硬币的时候连续

投掷三次，都是正面的可能性（由三个简单事件组成的复合事件）将

是.50×.50×.50（因此最后的概率是.125）。相反，如果复合事件是

非连续事件，将独立事件发生的概率相乘，然后用1减去这个概率即

可。例如，连续三次投掷硬币，至少有一次出现正面的概率是1减

去.125，最后的概率应该为.875。这样的方法只能使用在由统计意义

上独立的简单事件构成的复合事件上（像投掷硬币），而如果简单事

件的结果是相互关联的，那么这样的方法就不适用了。

结论



正如前面三章的内容所示，人们对概率和风险的估计容易受到一

系列偏差的影响。有一些偏差来自于代表性和可得性偏差这样的直

觉，而另一些偏差则是动机因素的结果，还有一些偏差来自于个体事

先的预期和信息呈现的方式。尽管许多偏差是可以修正的，但这些偏

差确实可以使我们在进行概率判断时犯错误。在第13章中我们将讨论

另一种偏差的来源，我们称之为“锚定与调整”，它可以影响概率的

评估和许多其他类型的判断。

第13章　锚定与调整

在你面前有一个幸运轮，幸运轮上面有一些数字，当你转动这个

幸运轮以后，指针定在数字65上。下面你需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非

洲国家的数量在联合国国家总数中所占的百分比是大于65％还是小于

65％？你并不用仔细考虑这个问题，你的答案肯定是小于65％。

然后问你，非洲国家的数量在整个联合国中占的实际百分比是多

少？经过一番思考以后，你给出的答案是45％。一位研究人员记录下

你的答案，并感谢你的参与。然后你就离开了。

现在假定你是另外一个人，你之前并没有回答有关联合国的问

题。你转动幸运轮以后得到的数字是10，而不是65。当这个幸运轮停

止转动以后，一位研究人员问你：你认为非洲国家的数量在联合国国

家总数中所占的百分比是大于10％还是小于10％？你肯定认为应该是

大于10％。

然后问你，非洲国家的数量在联合国中所占的实际百分比是多

少？

经过一番思考以后，你给出的答案是25％。



事实上，上面的这些描述正是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在1974年进行

的实验程序和得到的实验结果。被随机分到数字65的实验组的被试，

给出的平均估计是45％；而随机分到数字10的实验组被试给出的平均

估计是25％。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使用了“锚定与调整”的概念来解

释这样的现象——也就是说，个体的判断是以一个初始值，或者说是

“锚”为依据的，然后会进行并不充分的上下调整。

自从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进行了这个研究以后，锚定的现象在很

多研究中都得到了证实。研究包括估计5岁以下孩子的母亲中职业女性

所占的百分比；女性化学教授的百分比以及NBC播放的肥皂剧的比例等

（Quattrone， Lawrence， Warren， Souza-Silva， Finkel，

&Andrus， 1984）。在对一些非数字的情境进行判断时也会出现锚定

的现象（Quattrone， 1982）。例如，乔治·夸特龙（George

Quattrone）及其同事的研究（1984）发现，事先随机阅读的正性和负

性的文章，可以影响个体对SALTⅡ武器控制公约的态度。Daniel

Cervone和菲利普·皮克（Philip Peake）的研究（1986）发现，事先

的“锚”可以影响个体对自己完成任务的估计——进而影响他们在这

些任务中的坚持性。

非常令人惊讶的是，锚定效应并不会因为使用了金钱刺激（为了

提 高 实 验 的 准 确 率 ） （ Tversky&Kahneman ，  1974；

Wright&Anderson， 1989）或者给予被试更加极端的锚定而消失

（Quattrone et al.， 1984）。在一个实验中，夸特龙和他的同事

（1984）让被试在事先进行了一些判断之后进行数量的估计，事先进

行的判断包括询问甲壳虫乐队在流行音乐榜排名前十的唱片集的销量

是否超过或低于100025套，大学教科书的平均价格是否超过或低于

7128.53美元，以及旧金山的平均温度是否超过或低于558度。夸特龙

的研究团队发现较高的锚定数值会导致个体较高的数值判断。根据这

样的研究结果，他们得出的结论是，锚定效应是一个非常有效的现



象，效应的大小取决于锚和“锚前估计”（在呈现一个锚之前，个体

的平均判断）之间差异的大小，直到两者达到相近的水平。如果这是

真实的，那么对于谈判专家、广告人、政治家以及那些专门从事说服

工作的专业人士而言，一开始就采取一个极端的立场对于他们的成功

是非常重要的。

思考一些无法想像的事例

遗憾的是，以往进行的这些有关锚定的研究所针对的都是一些我

们并不熟悉或者并不关心的话题：例如在联合国中非洲国家所占的比

例，NBC播出的肥皂剧的比率以及女性化学教授的比例等等。相对而

言，很少有研究关注那些人们关心的热门话题，或者是已经经过人们

思考的问题，或者人们已经相当熟悉的事件等等。属于这类问题的一

个最为极端的例子也许就是，人们对爆发核战争可能性的估计。与锚

定研究中的其他问题相比，核战争的爆发是很多人已经经过认真思

考，并且也是一个非常令人关注的话题。然后，问题就是考察在给定

一个较高或者较低的锚以后，人们对于核战争爆发可能性的判断是否

会受到影响。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从1985年1月到1987年5月，作者进

行了一系列相关的研究，一共采访了大约2000名被试。

在低锚定的实验条件下，要求被试首先回答美国与前苏联之间爆

发核战争的可能性是否超过1％；而在高锚定的实验条件下，要求被试

回答两国之间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是否超过90％（在其中的一个实验

中，这个比率是99％）。在被试回答这样的问题以后，要求被试以百

分比的形式来估计他们认为核战争爆发的可能性。第三组被试是属于

没有锚定的控制组，被试并没有回答第一个问题而直接判断核战争发

生的可能性。



锚定刺激对被试核战争概率的估计造成很大的影响。被问及核战

争的概率是否大于或小于1％的被试比起那些没有得到具体锚定的被试

来会做出较低的估计；相对而言，被问及核战争的概率是否大于或小

于90％（或99％）的被试比起那些没有得到具体锚定的被试来会给出

较高的估计。这样的差异并不受陈述方式——即核战争爆发或者核战

争不爆发（心理学上称为框架效应）的影响，同样，被试对核战争的

熟悉程度和关心程度也不会对结果产生影响。

这样的结果至少可以有两个含义。第一，问题中的一些数字参考

值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例如，美国1984年进行的一项民意调

查中问道：“你是否支持美国建立一套防御体系来抵御核导弹和轰炸

机的攻击，如果这套体系能够击落90％的来自前苏联的核导弹和轰炸

机？”（引自Graham&Kramer，1986）。由于提及了90％这样一个数值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这是一个很高的标准），很多人今后都会将整

个战略防御体系的有效率锚定在90％上。第二，当支持者举出最好或

者最坏的例子来表明他们的立场的时候，他们可能无法避免将个体的

观点锚定在相反的方向上。例如，1986年《纽约时报》的一位专栏作

家认为：“即使整个战略防御体系能够抵御99％的来自前苏联核武器

的攻击也是远远不够的，因为逃脱防御体系的核武器所具备的强大攻

击力还是可以给予致命的打击（Gliksman， 1986年2月13日）。”与

他的目的恰恰相反，这位专栏作家给读者提供了一个锚定值，就是战

略防御体系的有效率可以达到99％。

房地产到底有多真实

锚定效应并不仅仅存在于对核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以及战略防御系

统有效性的估计上，例如，前一年的预算支出可能会影响下一年预算

的制定，谈判中的起始位置可能会影响下一轮谈判。同样有证据表

明，陪审团向法官陈述证据的顺序（从严重的到轻微的）——这也是



现在正在使用的一种标准程序——可能会导致更严厉的判决

（Greenberg， Williams，&O�Brein， 1986）。

格雷戈里· 诺思克拉夫特和玛格丽特·尼尔（ Gregory

Northcraft&Margaret Neale， 1987）的研究显示，锚定效应还能够

影响个体对房地产价格的判断。在这个研究中，一些房地产代理商有

机会参观位于亚里桑那州图森（Tucson）的两个房地产项目——其中

一个评估的价格是74900美元，而另一个评估的价格是135000美元。在

他们参观的过程中，这些经纪可以得到一个10页纸的资料，其中包含

了所有通常能够决定一个房产价格的因素（除了官方评估的价格）：

标准的多重上市服务表（MLS），周边区域正在出售的房产的多重上市

服务表以及周边刚刚售出的房产信息等等。所有代理商得到的房产信

息绝大多数是相同的，其中只有一处存在差异：一部分代理商得到的

评估价格比真实评估价格低11％～12％，一部分代理商得到的评估价

格比真实评估价格低4％，一部分代理商得到的评估价格比真实评估价

格高4％，其余的代理商得到的评估价格比真实评估价格高11％～

12％。诺思克拉夫特和尼尔希望考察评估信息中的价格差异是否会影

响房产代理商对价格的最终评估。

这些代理商有20分钟的时间参观整个房产，然后给出他们对房产

价格的估计：（1）房产的评估价格，（2）房产广告中的销售价格，

（3）购买该处房产的合理价格以及（4）销售商能够接受的最低销售

价格。表13.1总结了房产代理商对价值135000美元房产的最终评估价

格（价值74900美元的房产得到

表13.1　房地产价格的锚定效应



注：该表来自于格雷戈里·诺思克拉夫特和玛格丽特·尼尔（1987）的研究。

了类似的结果）。正如你在表格中看到的，代理商都认为评估信息中给出的

价格是偏高的（无论他们的评估信息中的价格如何），他们的四个估计值也证明

了锚定效应的存在。但有趣的是，当被问及影响他们做决策的主要因素时，只有

十分之一的代理商提到了资料中提供的价格信息。

这样的结果显得尤为重要，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证明在

现实的生活情境中，锚定效应也是存在的。通过改变10页资料中的一

条信息，诺思克拉夫特和尼尔就可以控制房地产代理商对地产价格的

评估，波动幅度已经超过了10000美元。第二，这样的结果表明专家并

不能避免锚定效应。绝大多数的代理商都有多年经营房地产的经验，

但是多年的经验并不能避免他们的决策受到锚定效应的影响。最后，

只有很少的代理商将资料中的价格因素作为他们决策的重要因素。尽

管有一些代理商可能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评估价格依赖于他人的评估价

格，但可能许多的代理商确实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评估受到了他人信息

的影响。

锚定效应的其他例子

在读者调查中还有一些锚定效应的例子。例如12a的调查题中，让

你估计一张纸折叠100次以后的厚度。只有很少人给出的答案大于几英

尺或者几米，但是正确的答案远远大于此。假定一张纸的原始厚度是

0.1毫米，折叠100次以后的厚度大约是1.27×1023公里——是地球和



太阳之间距离的800000000000000多倍！这样的答案通常会使很多人感

到惊讶，因为他们的想像都来自于刚开始的几次折叠（一个非常低的

锚定值），并不能很充分地估计平方的效应。正确的答案是这样得来

的，折叠100次后纸张的层数一共是2100，假定每一张纸的厚度是0.1

毫米，则总厚度为1.27×1029毫米，相当于1.27×1023公里。

锚定效应的另一个例子来自于读者调查中的17题，问题是如果要

将全世界人的血液都集中到一个立方体中，这个立方体的宽度将是多

大？许多人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全世界的人口数

量。这样的一个数据提供了一个很高的锚定值，因此当他们估计立方

体的宽度时，并不能充分地从高锚定值上调整下来。根据约翰·艾伦

·保罗斯（John Allen Paulos， 1988）的估计，这个题的正确答案

仅仅是870英尺。保罗斯当时假定的全球人口数量是50亿，平均每一个

人血液的容量是1加仑。因为一立方英尺可以容纳7.5加仑，因此容纳

全球所有人血液的容器需要670000000立方英尺。结果，立方体的宽度

就是870英尺（8703=670000000）。

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1974）进行了一个实验，同样说明了锚定

效应。实验的内容正如读者调查22题中给出的乘法问题。当特韦尔斯

基和卡尼曼要求一组学生估计8×7×6×5×4×3×2×1这个题的答案

时，得到的平均数是2250；而当他们要求另外一组学生估计

1×2×3×4×5×6×7×8的答案时，得到的平均数只有512。很显然，

计算降序数列的学生首先锚定的答案是8、7、6、5的乘积，而计算升

序数列的学生锚定的是1、2、3、4的乘积。但是事实上，这两组学生

的答案都远远低于这个题目的正确答案。正确答案应该是40320。

最后，读者调查中的第13题是这样一个问题：

包括2月29日在内，一年中有366个可能的生日。因此在一个小组中，至少要367个人

存在，才能确保至少两个人的生日是相同的。如果要确保有50％的可能性两个人的生日是相



同的，至少需要多少人？

绝大多数人给出的答案是183人左右（一年中一半的天数）。而正

确的答案只是需要23人。也就是说，一个随机的由23人组成的团队，

其中至少有两个人同一天生日的可能性超过50％。

我们考察一下这个答案的来由。首先我们需要考虑的是2个人不是

同一天生日的概率（例如，其中一个人的生日是3月11日，而另一个人

的生日不是3月11日）。这样的概率是365/366，或者是99.73％（为了

简化答案，我们假定一个人的生日出现在一年中任何一天的概率是相

等的）。

现在考虑3个人不是同一天生日的概率。这样的概率等于其中的两

个人不是同一天生日的概率（如上文所述，365/366）乘以第三个人的

生日与前两人不是同一天生日的概率（364/366）。换一句话讲，3个

人不是同一天生日的概率为（365/366）×（364/366），或者

99.18％。

依据相同的逻辑，4个人不是同一天生日的概率是（365/366）

×（364/366）×（363/366）×（362/366），或者是98.37％。同

样，23个人不是同一天生日的概率为：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23人不是同一天生日的概率为49％。也就是

说，这个小组中至少有两个人同一天生日的概率超过50％。

这样一个问题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很困难的，部分原因也是因为

存在锚定效应。因为许多人对于这个问题的第一反应是一个很高的锚



定值（例如183），然后他们发现很难将这样的值进行下调。这样的一

种模式与巴-希勒尔（1973）在本书第12章中论述的研究结果比较一

致。人们通常会低估一个非连续事件的概率——例如，23人团队中至

少有两个人生日相同的概率。

在下面这个问题中，锚定效应同样存在：

为了使团队中至少有一个成员的生日为特定的某一天——例如，7月4日——的概率为

50％，至少需要一个由多少人组成的团队？

在你阅读下面文字之前，请你猜一下这个问题的答案。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与上一个问题是类似的。一个人的生日不是7

月4日的概率为（365/366），同样，由于不同的生日相互之间是独立

的 ， 两 个 个 体 的 生 日 不 在 7 月 4 日 的 概 率 为 （ 365/366 ）

×（365/366），或者是（365/366）2。因此，N个人的生日不在7月4

日的概率为（365/366）N。通过这个公式的计算，当N等于254时，概

率小于50％。也就是说，在一个254人的团队中，至少有一个人的生日

在7月4日的概率大于50％。与前一个有关生日的问题类似，许多人认

为这样一个问题的答案在183人左右，然后他们发现很难再从这样一个

锚定值进行调整。

在讨论完这些问题以后，保罗斯（1988， p. 37）得出了以下的

结论：“原则就是……一些看起来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是有可能发生

的，但是一个具体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要小得多……一个自相矛盾的结

论就是：想让一些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不发生，是不太可能的。”只要

一个23人的团队，就有50％的可能性使其中两个人的生日同在不确定

的某一天；但是如果需要有50％的可能性使某人的生日在特定的某一

天，需要的人数则是10倍以上。偶然事件是普通的，但是特定的偶然

事件则不然。在第14章中我们将详细讨论几个著名的偶然事件。



结论

锚定效应是普遍存在、不可动摇的。很多研究都指向了一个相同

的目标：人们从一个锚定值进行的调整都是不充分的，无论是关于核

战争爆发可能性的判断，还是房地产价格的判断，或者是对其他数值

的判断。

人们很难抵御锚定效应的影响，部分原因在于对正确性的激励很

少能够产生作用；部分原因在于锚定值通常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首

先需要注意的是，观察相关的数值中是否存在明显偏高或者偏低的数

值。这些锚定值很可能使决策产生偏差。

在理想世界中，决策者可能会低估或者忽略这样的信息，但是在

实际操作中是很难做到的（Quattrone et al.， 1984）。因此，最有

效的方法是针对原有的极端锚定值，确定一个反方向的相等的锚定

值。例如，在评估一个房地产的价格时，如果发现其价格是大大高估

的，决策者这时可以想像一个相当低的销售价格作为另一个锚定值。

这样的技术类似于我们在第6章中所推崇的发展多框架技术。

在这里，有一点需要进一步强调。由于极端的锚定值可能产生最

大的锚定效应，而锚定效应通常又是不容易察觉的，因此我们要认识

到，对最佳或者最差案例的讨论可能会引起不易察觉的锚定效应。例

如，在考虑了理想状态下商业投资的可能性以后，就很难从现实的角

度进行考虑。同样，在估计了对手的最大武器储备以后，就很难做出

正确的武器储备评估。再一次强调，在做出最后的决策之前，考虑多

个锚定值是非常有必要的。

第14章　对随机性的知觉



沃伦·韦弗（Warren Weaver， 1982）在他关于概率论和对运气

的知觉一书中，详细描述了他的邻居乔治·布赖森先生一次非同寻常

的商务旅行。根据韦弗的描述，布赖森先生坐火车在圣路易斯和纽约

之间旅行。当他登上火车以后，布赖森先生问列车员他能否在肯塔基

的路易斯维尔停留一段时间，这是一个他从来没有去过的城市。他得

到了肯定的回答，因此在路易斯维尔下了车。在火车站，布赖森先生

询问了当地住宿的情况，并决定住在布朗酒店。他在登记处登了记，

房间号是307。布赖森突然心血来潮，问服务员是否有他的信件。服务

员将标有“乔治·布赖森先生，307房间”的信件递给了他。这才发现

这间房间的上一位住客也叫乔治·布赖森。

像这样的偶然事件发生的概率有多大呢？许多人的自然反应就是

这样的事件发生的概率一定小于百万分之一。毕竟，并不是每一天在

一个特定城市的特定旅馆的特定房间会连续入住两个都叫“乔治·布

赖森”的人。

但是用这样一种思维方式来考虑偶然事件会令人误解。问题并不

是这样一个特定事件发生的概率。问题是在某一个时间内，某个城市

的某家酒店的某个房间连续入住的两个客人拥有相同名字的概率有多

大。正如我们在第13章中所讨论的有关生日的问题。一个非特定事件

发生重合的可能性远远大于一个特定事件发生重合的可能性。

事实上，像重名这样的偶然事件是经常发生的，远高于人们对这

类事件发生概率的想像（见图14.1）。下面又是两个其他的例子：

1990年10月5日，San Francisco Examiner报道了这样的新闻：英

特尔作为全球领先的计算机微处理器制造商，正在起诉另一家芯片制

造商侵犯了英特尔386微处理器的商标（Sullivan， 1990年10月5

日）。英特尔了解到对方公司计划生产一种叫做“Am386”的芯片，而

且英特尔公司发现这个侵权行为的过程是非常巧合的。事情是这样



的，两个公司都有一个叫做迈克·韦布的员工，这两个员工在同一时

间住进了加利福尼亚州Sunnyvale的同一家酒店。然后，当两个人都离

开酒店以后，酒店收到了一份给其中一个迈克·韦布的包裹。这个包

裹——里面保存着有关Am386芯片资料的文件——被错误地传递给了英

特尔的迈克·韦布，他将这些证据转交给了英特尔的律师。

第二个巧合同样发生在1990年的夏天，当时弗兰克·威廉·布马

和他的妻子特露迪将他们结婚五十周年纪念的相片寄往Grand Rapids

Press（密歇根当地的一家报纸）。大约在相同的时间，这家报纸同时

收到了另一个弗兰克·威廉·布马和他的妻子内拉结婚五十五周年纪

念的相片。令人感到惊讶的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都在7月9日。考虑

到这样的巧合本身就是一个有趣的故事，Grand Rapids Press专门写

了一篇文章详细讲述了两个弗兰克·布马其他的相同之处，例如他们

都有一个叫做马西娅的姐姐（Malone， 1990年9月9日）。之后这个故

事又被美联社收入，最后又出现在National Enquirer杂志上

（Carden，1990年9月25日）。



图14.1　百万分之一吗？（Associated Press）

不可能事件

你是否能够想像一个巧合是这样的不可思议，以至于你开始怀疑

这是否仅仅是一个偶然事件？下面一个由理查德·布洛杰特（1983.

11. p. 17）讲述的故事就是这样：



1914年，一位德国的母亲为她的男婴照了相，并将底片留在斯特拉斯堡的一家照相馆

进行冲洗。在当时，胶卷的底片是单独购买的。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她没有办法回

到斯特拉斯堡去取回自己的相片。两年以后，这位妇女在将近200英里以外的法兰克福购买了

胶卷的底片，目的是为了给她新近出生的女儿照相。当照片冲洗出来以后，她发现这些底片

被两次曝光，她女儿的相片是在原来她儿子的底片上又再一次曝光。如此阴差阳错，她先前

给儿子照的相片并没有被冲洗，而被误认为是没有使用的新底片，最终又重新回到了这位妇

女的手中。

这个巧合是非常有名的，因为这样的故事是瑞士心理学家卡尔·

荣格建立其“共时性”（synchronicity）理论的基础。根据荣格的理

论，巧合发生的可能性远远大于人们基于概率的判断，而事实上有一

种未知的力量在对整个宇宙的秩序进行调控。

从很多方面来看，荣格的理论类似于宗教对巧合的解释，似乎这

一切都是上帝的杰作。一个流行甚广的例子出现在1950年的《生活》

杂志（Life）（Edeal， 1950. 3.27）。当年的3月1日，在内布拉斯

加州的比阿特丽斯，15位West Side Baptist教堂唱诗班的成员约定在

下午的7点15分进行排练，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15位成员都迟

到了。主持一家迟到是因为他的妻子在临出发的最后一刻熨坏了女儿

的礼服；一些成员迟到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发动自己的汽车；而钢琴

伴奏原本打算提前半个小时到达教堂，但是他吃过晚饭以后就睡着

了。总体而言，大约有10种毫不相干的理由造成了这次集体迟到。

但是最后的事实证明，对于每一位迟到的人而言，他们都是非常

幸运的。正如在《生活》杂志上报道的：“在7点25分，喊叫声充斥了

比阿特丽斯的每一个角落，West Side Baptist教堂发生了爆炸。教堂

的墙体向外倒塌，沉重的木屋顶被炸得四分五裂……消防队员说爆炸

是由于天然气泄漏引起的。这些唱诗班的成员开始庆幸，正如其中的

一位说道：‘这真是上帝的杰作’。”

当然，这样的一个“巧合”完全有可能真是上帝的安排，荣格的

共时性理论也完全有可能是正确的。但是这样的解释并没有实证的证



据加以支持或者反驳。即使是最不可能发生的事件也不能将无神论者

转化为信教徒，因为无神论者总是可以运用成千上万概率组成的函数

来解释不可能发生的事件（例如，Alvarez， 1965）。同样，绝大多

数的信教徒也不会为无神论者的解释所动，因为他们的信念并不是仅

仅建立在概率之上的。

那么，我们可以使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进行验证呢？回答下面两个

相关的问题就是一个办法：（1）个体是否总是倾向于将有意义的模式

看成一些随机事件的组合；（2）人们是否能够随机地行为？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在第10章中已经部分涉及了，当时我们着

重讨论了篮球比赛中投篮命中率的错觉。下面一部分我们将对研究者

进行的关于随机知觉的研究进行回顾。

运气和迷信

大约有40％的美国人都相信某些数字对于某些人而言是幸运数字

（“Harper’s Index”， 1986. 10）。这种想法是否正确呢？

正如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在《统计是如何教人撒谎

的》一书中写道：

一个自称非常“运气”的个体总是有良好的感觉，因为至少直到现在他/她还是比较

幸运的。如果这个运气能够延伸到将来，使得他/她比我们大多数人有更大的机会赢得彩票，

人们就会将这样的运气归结为迷信。而且，这种运气同样得到了那些自称不相信运气的人的

称道。

关于迷信产生的最早的实验是由哈罗德·黑克和雷·海曼

（Harold Hake&Ray Hyman， 1953）完成的。在240个练习中，黑克和

海曼呈现给被试两种刺激中的一种——一组水平发光的氖灯泡或者是

一组垂直发光的氖灯泡。在每一次实验之前，要求被试预测一下下一



次刺激是水平的还是垂直的。黑克和海曼呈现给被试的是四种不同顺

序中的一种，但是每一种刺激的顺序都是随机的——其中有一半的刺

激是水平的，另一半的刺激是垂直的，且没有可以察觉到的模式（这

里面存在一定问题，即刺激的序列是否是完全随机的，因此在这里使

用“随机”一词主要是表示这样一个序列并不存在可以分辨的模

式）。

黑克和海曼的研究结果发现，大约有一半的情况下，被试预测下

一次的刺激是水平的，这里并不考虑预测前的刺激是否是水平的。从

这方面讲，他们的猜测类似于他们所观察到的随机序列。

但是被试的选择并不是完全随机的，他们的下一次预测要受到前

一次预测正确与否的影响。如果前一次预测他们猜对了是水平的刺

激，且那么在这一次预测中，他们有64％的可能性继续猜测是水平的

刺激；如果前两次刺激都是水平的刺激，且均被猜中了，那么被试在

这次预测时，有72％的可能性继续猜测是水平的刺激。换句话讲，尽

管这样的序列是随机的，但是被试的猜测还是会迷信上一次猜测的正

确与否。黑克和海曼（1953， p. 73）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参加这

次实验的被试就是普通的被试，（这就意味着人们）总是倾向于将一

些模棱两可的事件序列知觉为更加有结构的事件。产生这种现象的主

要原因是，他们总是用他们过去行为的经验来预测将来事件发生的规

律，尽管事实上这些事件与个体过去的行为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约翰·赖特（John Wright， 1962）做了一个类似的实验。赖特

呈现给被试的是一个仪表盘，上面是由16个各种形状按钮均匀组成的

一个圈，圈的中央是第17个按钮。要求被试根据中间按钮的形状来预

测下一个形状是什么。如果他们的预测是正确的，他们就会听到一声

蜂鸣声并得到一分；如果他们的选择是不正确的，他们就什么都得不

到，接着开始下面的实验。事实上，并不存在正确的答案，奖励的给



出完全是随机的。在其中的一个实验条件下，被试获奖几率是20％；

在另一个实验条件下，获奖几率是50％；而在最后一个条件下，获奖

几率是80％。实验的结果与黑克和海曼发现的结果类似——对于这样

一个随机的反馈，被试倾向于从中遵循一定的模式。他们通常会发展

出一定的迷信行为，对某种形状的按钮有特别的偏好。这样的一种迷

信行为在获奖几率最高（80％）的实验组中最为明显。

认识随机性

在黑克和海曼（1953）以及赖特（1962）的研究中，被试都要对

许多的实验内容进行判断，而在每一次判断后都可以得到随机的反馈

结果。在上面的两个研究中，被试都倾向于将随机的反馈结果认知为

一种特殊的反应模式。但是这样的研究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实验任务

本身的特性会引导个体从中找出一定的模式。如果心理学家是对知觉

和学习这样的主题感兴趣，为什么他们要呈现给被试的是一个随机的

反馈呢？至少应该给被试一个提前的警告，告诉他们反馈的结果可能

是随机的，这样的做法可以给被试一个合理的机会使他们了解所获得

的反馈是随机的。

1980年，克里斯托弗·彼得森（Christopher Peterson）发表了

他的一个研究，实验的程序与黑克和海曼的实验大致相同，惟一的区

别就是在有些实验条件下，被试不仅需要预测下一个刺激将是什么，

还要判断实验所呈现的刺激是“完全随机的还是符合一定的规律”。

其中一半的被试所得到的刺激是完全随机的，而另一半的被试所得到

的刺激则遵循一定的规律。彼得森的研究结果发现，如果明确地告诉

被试刺激可能是完全随机的，那么被试通常能够将这样的刺激序列知

觉为随机的或者接近随机。



当然，如果在前面的尝试中相同的选择被证明都是正确的，那么

被试对随机性的知觉并不能完全消除被试的一些迷信。彼得森并没有

发现，如果事先告诉被试某个序列可能是随机出现的，那么他们就不

会出现迷信行为。他的研究只是发现，当被试知道随机是一种可能的

时候，事实上许多人都可以进行正确的判断。但是正如我们在下一个

部分中讲到的，对“随机性”含义的知觉并不总是正确的。

在随机中发现特定的模式

在1970年，荷兰研究者威廉·瓦根纳（Willem Wagenaar）发表了

一篇有趣的对随机性知觉的研究报告。瓦根纳（1970a）给被试呈现的

刺激是一系列的幻灯片，每一张幻灯片都是由7个系列的白色或者黑色

的点组成的，而背景则是灰色的。在每一张幻灯片上，要求被试判断

哪一个系列看起来最像一个随机的序列（就像前面投掷硬币的实验一

样）。在每一张幻灯片中，其中一个系列有20％的可能产生重复（也

就是黑色的点跟着一个黑色的点，或者白色的点跟着一个白色的点的

概率），其中的一个系列有30％的可能性产生重复，以此类推，直到

80％。在一个随机的序列中，黑点和白点转换的可能性是相等的，因

此其重复的概率是50％（就像在投掷硬币的实验中，投掷正面以后再

一次投掷正面的概率），所以，如果被试能够正确地分辨出7个系列中

哪一个是随机的，他们就应该选择重复概率为50％的序列。

事实上，瓦根纳的研究结果发现，被试认为40％重复概率的序列

最像一个随机的序列。也就是说，人们认为相同的点重复出现的概率

在40％的情况下，这样的序列最像一个随机序列。[1]与真正的随机序

列相比，人们期望一个随机序列中不同颜色的点之间的转换更频繁。

瓦根纳发现尤其是在对长度较长的序列进行判断的时候，这样的情况

就更加明显——例如相同颜色的点重复出现6次或6次以上的序列。因



此，对于一些人来说，他们倾向于将存在一定规则的序列看成是随机

的，而将一些随机的序列看成存在一定的模式。正如我们前面所讲到

的，托马斯·吉洛维奇（1985）等人在命中率的研究中发现了同样的

结果。人们认为转换的概率在70％（相当于重复的概率为30％）的时

候，这样的序列更加类似于一个随机的序列。

人们能够随机行为吗

人们在对随机性进行判断的时候存在如此的困难，这就意味着如

果要让他们自己来产生一个随机的序列，同样也会存在困难——事实

也是如此。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最早来自汉斯·赖克巴赫（Hans

Reichenbach， 1949）的研究，他发现个体并不能自己制造一个随机

的序列，即使是让他们竭尽全力来完成这样的工作。

这样一种能力的匮乏在保罗·巴肯（Paul Bakan， 1960）报告的

一个实验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巴肯要求70名大学生来“制造一个随机

序列”：假设以没有偏差的方式一共投掷硬币300次，正面（H）和反

面（T）出现的随机序列将是怎样的。按照前面的论述，在300次的投

掷中，将出现150次正面和反面之间的转换。但是巴肯的研究结果发

现，接近90％的学生完成的随机序列中出现了过多的转换（平均为175

次）。这些发现与瓦根纳（1970a）的研究结果类似——人们希望在一

个随机序列中出现比实际情况更多的转换。

当要求个体的选择范围多于两种的时候，这种趋势就更为明显

（Wagenaar， 1970b， 1972）。例如，当人们面对一组6个或者8个不

同形状的按键时，要求他们组成一个随机序列，这时出现转换的次数

要比只有两个选择时多得多。这样的实验结果对于我们日常生活的启

示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往往会遇到多于两种的选择（不仅仅局限于

正面和反面，垂直和水平），任何一个结果的重复都可能使人们将它



视为是一个非随机的序列，人们期望在随机序列中产生比随机序列应

有的转换更多的转换。

学习如何随机地行为

在1986年，艾伦·纽林格尔（Allen Neuringer）的研究显示，通

过一段时间的培训，可以使人们“随机”地行为。纽林格尔设计了一

个计算机程序，这样的一个计算机程序能够给出5或10种关于随机性的

统计测量指标，例如，行为的数量，在一个行为系列中某种选择所占

的百分比等等。被试的任务就是在计算机的键盘上使用任意的速度来

按两个不同的键，在他们按键的过程中，计算机会对他们的行为进行

反馈。

纽林格尔观察到在实验的初期，被试总是产生一些非随机的序

列，正如瓦根纳和其他研究人员发现的结果一样。但是，通过几千次

的按键和得到相应的反馈以后，被试能够产生一个长度较长（6000次

的按键）的随机序列，使用纽林格尔在实验中用于评价随机性的统计

指标，这样的序列完全可以达到随机序列的要求。这样的结果表明，

人们可以使用一种类似随机的方式来行为，但必须是在他们经过足够

的培训以后。尽管我们中间很少有人能够参加这样类似的培训——即

使我们能够参加这样的培训，也很少有人愿意用这样一种随机的方式

来行为——但是纽林格尔的研究还是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强调了

人们对随机性的错觉并不是永恒不变的。经过足够的培训，我们可以

随机地行为。

结论

这些对随机性知觉研究的实际意义是什么呢？日常生活中最常见

的结果并不会仅仅局限于硬币的正面和反面，或局限于垂直的或者水



平的线条；公司中每天都在雇佣和解雇员工，运动场上到处是成功和

失败，股价每天都在涨跌。在这样的一些结果中寻求一定的规律当然

无可厚非，但是关于随机性知觉的研究结构表明决策者倾向于过分解

释随机事件。

例如，尽管在证券市场中，股价的震荡类似于在华尔街上“随意

漫步”（Fama， 1965；Malkiel， 1985），但还是有成千上万的人花

费整天的时间对股价的走势进行预测。事实上，巴鲁克·菲什霍夫和

保罗·斯洛维奇（1980）的研究发现，在得到了股价信息和趋势信息

以后，65％的被试确信他们能够正确预测股市的走势，尽管这样的预

测只有49％的正确率，几乎类似于投掷一枚硬币。

本章中的研究显示，我们很容易从一个随机序列中发现一定的模

式。在目睹了三至四次相同的结果以后，绝大多数个体就可以得出结

论，这个序列中必定存在一定的模式。当然，如果特定的结果在现实

生活中并不是经常发生的，三到四次相同事件的发生确实具有一定的

信息性（例如，很少进行人员调整的公司在很短时间内发生了三次人

员调整）。但是如果情境都是由独立事件组成，且结果相同，那么三

到四次相同结果的发生并不是不寻常的，决策者应该尽量避免将相同

结果的短期重复看做是有意义的。

第15章　相关、因果关系与控制

在过去的一个月中，你发现自己头晕的症状出现得更加频繁了。

刚开始，你还以为是因为自己刚刚坠入爱河的缘故，后来，你觉得可

能是因为上个月看了太多的心理学书籍。但是现在，你开始担心起来

了——一位朋友告诉你，头晕可能是大脑长肿瘤的缘故。



所以，你决定了解一下大脑肿瘤的知识。在图书馆，你发现了一

篇关于大脑肿瘤的研究论文，它对医院中250位神经科病人进行了如下

的分类：

请仔细阅读上面图表中的数字，然后回答下面两个问题：（1）为

了确定头晕和大脑肿瘤之间的关系，上表中的哪些数据是必需的？

（2）根据上表中的数据，你认为头晕和大脑肿瘤之间存在联系吗？

后一个问题在心理学中被认为是“协相关测量”（covariation

assessment）中存在的问题，或者是两个变量关系之间的测量（是否

是“共同变化”的）。尽管这样的判断看起来还是比较简单（平均而

言，几乎每一个人都知道多云就意味着多雨，高度越高重量越大的道

理等等），但是事实上协同测量通常是比较困难的（Jenkins&Ward，

1965；Ward&Jenkins， 1965）。为了考察你是如何对这一问题进行判

断的，请参见你对读者调查中第14题的回答（摘自Nisbett和Ross，

1980， p.91）。

通过上面的数据，许多人认为头晕和大脑肿瘤之间有关系，因为

在同时患有头晕和大脑肿瘤的单元格中，病人的数量最多。有些人认

为这两者之间存在正性的联系，因为同时出现头晕和患有大脑肿瘤的

患者以及没有出现头晕症状同时没有大脑肿瘤的患者（左上角和右下

角）数量之和远远大于出现头晕症状但是没有大脑肿瘤的患者以及没

有出现头晕症状但是患有大脑肿瘤的患者数量之和（左下角和右上

角）。然而，这样的决策原则通常并不能得出正确的答案；如果一个



事件发生的概率（例如患有大脑肿瘤）取决于另一个事件（头晕）是

否发生，那么我们才能说这两个变量相关。

为了确定头晕和大脑肿瘤之间是否存在联系，上表中的4个数据都

是必需的。我们可以比较头晕者中与不头晕者中患有大脑肿瘤的患者

和没有患大脑肿瘤者的比例，前者为（160∶40），而后者为

（40∶10）。这样的比例也表明，不管头晕的症状是否出现，出现肿

瘤的比例都是4∶1。这一结果表明，神经科的病人患有大脑肿瘤的概

率是非神经科病人的4倍，而与患者是否出现头晕的症状并没有关系。

因此读者调查中第14题B的正确答案是变量之间并不存在联系。

绝大多数个体在协同测量中存在的困难引发了这样一个问题，健

康专家是否也会错误地判断症状与疾病之间的关系。一位来自挪威的

研究者简·斯梅兹伦德（Jan Smedslund， 1963）最早进行了相关的

研究。在其中的一个实验中，斯梅兹伦德向护士们呈现了100张卡片，

卡片上的内容是从病人的病例中摘取的。每一张卡片上包含两部分内

容，病人是否出现某种特殊的症状（如果出现该症状则标记为＋A，如

果没有出现，则标记为-A），以及病人是否患有某种疾病（如果患有

该种疾病则标记为＋F，如果没有则标记为-F）。在所有的卡片中，有

37张卡片上的标记为＋A和＋F， 33张卡片上的标记为-A和＋F，17张

卡片上的标记为＋A和-F，而剩余13张卡片上的标记为-A和-F。他要求

护士们根据这些卡片判断该症状与疾病之间是否存在联系，她们可以

随意排列这些卡片，以便于进行正确的判断。根据斯梅兹伦德的实验

结果，86％的护士错误地报告两者之间存在正性的联系，而只有7％的

护士正确报告，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正性的联系，还有7％的护士选择放

弃，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当要求她们对自己给出的答案进行解释的时候，绝大多数认为两

者之间存在正性联系的护士回答她们是观察了＋A和＋F出现的概率来



进行判断的。根据这些结果，斯梅兹伦德（1963， p.165）得出了这

样的结论：“没有经过统计学训练的成人被试显然对相关的概念没有

足够的认识……因此只要让他们进行统计方面的归因，他们总是倾向

于仅仅利用＋＋案例的发生频率来判断两者之间的关系。”尽管部分

的研究结果也表明，个体在进行决策时会考虑更多的问题，而不仅仅

是并存（如症状和疾病都存在的情境）的情境（Arkes&Harkness，

1983；Beyth-Marom ，  1982；Shaklee&Mims ，  1982；

Shaklee&Tucker，1980）。但是斯梅兹伦德的实验结果可以得出这样

的结论：个体在判断两个事件的共存关系时存在很大的困难，因此他

们往往依赖于两个事件同时发生的概率来做判断（Alloy&Tabachnik，

1984；Crocker， 1981）。

上帝能够满足祈祷者的请求吗

在理查德·尼斯比特和李罗斯（1980）对“协同测量”的讨论

中，他们通过考虑上帝是否能够满足祈祷者的请求这样一个问题来说

明个体对正性事件的依赖。许多人都认为上帝能够满足祈祷者的请

求，因为他们曾经向上帝请求，最后也得偿所愿了。这一判断的策略

只是运用了一个2×2的列联表中的一项，这个列联表有两个维度，一

个是“进行祈祷”和“不进行祈祷”，另一个维度是“得偿所愿”和

“没有得偿所愿”。为了验证两者之间的联系，我们需要了解另外三

个单元格中的信息：（1）祈祷者的请求有多少没有得到应验；（2）

不管相信与否，没有乞求的事情有多少发生了；（3）没有乞求的事情

有多少没有发生（当然，这个是没有办法进行计算的）。

尽管这种方法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种常识，但是个体往往很少关注

那些没有发生的事情（Bourne&Guy， 1968；Nahinsky&Slaymaker，

1970）。正如尼斯比特和罗斯所指出的那样，这就是为什么福尔摩斯

看起来在解决“银色马”（The Silver Blaze）疑案时是如此聪明的



原因，他只不过考虑了“晚上发生在狗身上的怪事”。当巡视员报告

“狗整晚都无所事事”的时候，福尔摩斯的回答是：“这是一件非常

奇怪的事情”。尽管狗向入侵者咆哮是很正常的，但是没有咆哮并不

是说明没有入侵者，也有可能入侵者是狗熟识的人，因此福尔摩斯缩

小了怀疑对象的范围。

相关错觉

两个不相关的变量给人造成了它们相关的错误印象，这被认为是

一种“相关错觉”（illusory correlation），首先对这一现象进行

系 统 研 究 的 研 究 者 是 洛 伦 · 查 普 曼 和 琼 · 查 普 曼 （ Loren

Chapman&Jean Chapman， 1967；1969；1971，11月）。在第一个有关

相关错觉的研究中，洛伦·查普曼（1967）在大屏幕上向被试呈现了

很多不同的词对，如熏肉—老虎。屏幕左侧的单词总是熏肉、狮子、

花或者船等等，而在屏幕的右侧总是出现蛋、老虎或者笔记本这样的

词。尽管左边的词与右边每一个词配对出现的概率是一样，但是平均

而言，被试报告当左边出现“熏肉”时，有47％的可能性右边出现

“鸡蛋”，而当左边出现“狮子”时，右边出现“老虎”的可能性最

大。人们认为这些在语义上存在联系的词之间存在着正性相关关系，

但是实际上这样的相关关系并不存在。

在另一个实验中，查普曼（1967）对活跃在临床第一线的心理医

生进行了调查。研究者写下了六类不同病人的简单描述，并要求医生

判断这些病人在画人测验（一种非常流行的诊断测验）中的表现。总

体而言，医生体现出了很强的一致性。例如，91％的医生都认为多疑

的患者通常会画一个巨大的或者反常的眼睛，82％的人认为对自己的

智力产生怀疑的患者会画一个巨大的或者反常的头部。但是事实上，

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画人测验中存在这样的模式。这种相关关系完

全是一种错觉——是临床中刻板印象的结果。



查普曼（1967）同样向大学生呈现了相同的实验材料（这些学生

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画人测验），对病人的描述和患者所画的图形之间

也是随机进行匹配的。尽管实验材料之间进行了随机的匹配，但学生

们却表现出了与心理医生同样的相关错觉（例如，绝大多数的学生都

认为多疑的患者通常会画一个巨大的或者反常的眼睛）。在另一个实

验中，查普曼（1967）允许被试在连续三天的时间内阅读相同的实验

材料，或者给被试提供20美元以提高他们的正确率，希望考察他们在

这样的情况下，是否还会存在相关错觉。实验结果是，在上述两种情

况下，相关错觉依然非常强烈。另一些研究者证实，即使经过了很好

的培训，相关错觉依然很难消除（Golding&Rorer， 1972）。

最后，在一个可能是查普曼所进行的系列研究中最著名的实验中

（1969），他们要求32位心理医生使用罗夏墨迹测验来诊断男性同性

恋者（在20世纪60年代，许多心理学家认为同性恋是心理疾病的一种

——这种观点现在已经不再得到大家的认同）。这些心理医生观察了

大量男性同性恋者的罗夏墨迹测验结果以后，认为相对于其他男性而

言，男性同性恋者更加倾向于将墨迹解释为：（1）臀部或者是肛门，

（2）生殖器，（3）女性打扮，（4）性别模糊的体态，以及（5）同

时具有男性和女性特征的体态。事实上，这些反应与同性恋之间并没

有必然的联系。另外，在32位心理医生中只有两位提到有两种墨迹的

解释与男性同性恋之间存在共变的关系（将墨迹描述成怪兽的图形或

者是半人半兽的图形）。根据这些结果，查普曼（1969）认为绝大多

数的心理医生是基于对同性恋的刻板印象而形成了这样一种相关错

觉。你可以查看一下你对读者调查中第18题的回答，以确认你是否也

形成了类似的相关错觉。

尽管形成相关错觉的原因还不是十分明了，但是绝大多数的理论

家将原因归结为易得性直觉和代表性直觉。易得性直觉的解释是这样

的：相关错觉的产生是因为明显的或者突出的配对（例如熏肉—鸡



蛋）更容易进入我们的记忆，因此会高估它们出现的频率

（McAuther， 1980）。代表性直觉理论的解释是认为主要是因为一个

事件可以成为另一个事件的典型代表（例如，某种墨迹解释可以被认

为代表了男性同性恋）。这两个解释都得到了大量研究结果的支持

（Mullen&Johnson， 1990），可以解释大量的相关错觉。

无法识别的相关

与观察到根本不存在的相关相反，我们可能会对一些现实存在的

相关视而不见——这一现象可以被称为“无法识别的相关”

（invisible correlation）。相关错觉产生的原因通常是由于期望两

个变量之间存在关系（Hamilton&Rose，1980），而无法识别的相关主

要是由于个体缺少这样的期望。由于缺少对两个变量关系的期望，那

么即使两者之间存在很强的联系也可能被忽略。

与相关错觉相比，无法识别的相关则显得更加普遍，而且可能导

致复杂的结果。例如，直到最近，吸烟与肺癌之间的相关关系才得到

确认，对大多数的美国人而言，肉类的消费量与结肠癌之间的相关关

系至今还没有被人们所认识。

关于人们在识别正性相关时存在困难的一个最为综合性的研究来

自丹尼斯·詹宁斯等人（Dennis Jennings， Teresa Amabile，&Lee

Ross， 1982）。詹宁斯等人给大学生三组不同的数据系列，第一组数

据包含10对数据，第二组数据包含10个不同人的身高和拐杖的长度数

据，而第三组数据包含10个人读一个字母表中的一个字母和唱一个音

符（在最后一个序列中，这两个变量的价值在于字母在字母表中的位

置以及音符的长度）。在每一组数据中，成对数据的相关系数在0（完

全没有线性相关）和1（完全的正性相关）之间。要求学生判断每组成



对数据的相关系数是正性还是负性的，它们相关的程度如何（使用0到

100的量表，而不是0到1）。

实验的结果显示，直到数据的相关值达到0.60或者0.70（相对较

强的相关）的时候，学生们才认为两组数据之间存在正相关。当变量

之间的相关在0.20到0.40之间的时候（研究表明人格特质与个体在具

体情境中的行为之间的相关值也大致在这样的范围），学生在100点量

表上的评分只是在4到8之间——几乎等于零相关。只有当两个变量之

间的相关达到0.80以上的时候，学生在100点量表上的评分平均为50，

而对于1.00的相关，学生的平均评分也没有超过85。换一句话讲，对

于许多学生而言，他们没有办法识别中等强度的相关关系；同时倾向

于将很强的相关关系视为中等强度的相关。

正确判断

为什么人们在判断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的时候会存在如此多

的困难呢？让我们以协同测量中的一个典型的关系为例，考察其中的

复杂性。该问题就是创造性与智力之间的相关关系。珍妮弗·克罗克

（Jennifer Crocker， 1981）在她关于协同测量的研究综述中，总结

了判断相关关系的六个步骤：

第一，你需要了解哪些信息是相关的。例如，你是否仅仅需要考

察创造力与智力同时具备的情况，或对于缺乏某一方面的例子是否也

需要考虑在内？这样的测量是否仅仅局限于成年人？美国人？还是著

名的艺术家？

接着，你需要在你考虑进行考察的人群中抽取一部分的样本（如

果可能的话进行随机抽取）。这是一个观测，或者称为“数据收集”

的阶段。



第三，你必须对你观测到的现象进行分类和解释。哪些可以归结

为创造力？哪些可以归结为智力？测量的结果是一个连续体还是可以

分成不同的类别？

第四，你要牢记你的分类标准，并依此来估计符合事件和不符合

事件的发生频率。

第五，这样的估计必须用一种有意义的方式来进行整合。我们可

以使用统计公式来对频率估计进行整合，但是斯梅兹伦德（1963）的

研究发现，人们通常还是倾向于使用非正式的策略。

最后，你需要根据整合的结果来判断是否存在相关的关系。

没有办法排除在以上的六个阶段都可能出现的偏差，因此人们在

判断相关关系时存在各种各样的困难也就不足为奇了。例如，决策者

在进行观测时很少使用随机样本，而是进行高度选择性的观测。正如

我们在第3章中所讨论的，决策者的记忆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偏差，许

多这样的偏差可以使相关关系的判断变得更加复杂。事实上，正是因

为这些偏差的存在，个体现在的许多行为还是值得称道的。毕竟人们

还是能够很好地观测到他们生活中许多重要的相关关系——如学习与

考试成绩之间的相关，过度进食与体重增加之间的相关，种族主义言

论与社会排斥之间的相关关系等等。

为什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成功地判断许多相关关系，而在实

验室实验中的表现又如此糟糕呢？尼斯比特和罗斯（1980）给出了以

下一些解释。首先，日常生活中的许多情境可以帮助我们进行相关关

系的判断。例如，（1）许多是完全相关或者接近完全相关，例如将手

掌置于火焰上，就会有发烫的感觉，又如摁下一个开关，灯就会亮等

等；（2）有些相关关系是基于非常明显的、有区别的、动机性很强的

刺激，例如暴风云与下雨之间的关系；（3）刺激在时间或者空间上的



距离非常近，例如轻抚你的小狗，小狗就会摇尾巴；（4）有些相关也

很容易被探测到，如吃某些食物与消化不良之间的关系等。

第二，人们通常会基于某些事件来使用非统计性的接近原则，从

而判断其中的相关关系。例如，他们会选择A事件的最具有代表性或者

最极端的例子，来判断B事件是否发生。举例来说，在判断你朋友推荐

的电影与你对该电影的欣赏程度之间的相关关系时，你可能就会想起

你朋友以前推荐的最棒的一部电影。另外如果你希望考察不同城市的

一般生活费用，你可能就会考察在每一个城市租一套两居室房子的租

金。

第三点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人们不用重新去发现每一个相关

关系。绝大多数的相关关系——无论是别人发现的，还是自己亲身经

历的——都可能成为被认识到的相关关系中的一部分。例如，人们不

必亲身去了解性交与怀孕之间的相关关系，很久以前人们都已经认识

到了这种相关关系，同时也成为了被充分认识的相关关系的一种。

设想一下一个个体试图证实性交与怀孕之间的相关关系将会面临

的困难。由于浪漫关系的许多方面都是与性行为有联系的，这些行为

都可能成为怀孕的原因（掩盖了其与性交之间的联系）。例如，亲

吻、拉手、睡在一起或者感觉愉快可能被误认为怀孕的原因。许多身

体变化也可能成为怀孕的原因，例如恶心、体重增加或者情绪不稳定

等等。事实上，由于浪漫关系也可能在几个月后中止，因而停止性交

也可能成为怀孕的原因之一。试想一下这样的信念可能引起多大的灾

难！[2]

因果关系



两个变量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并不意味着其中的一个事件是另一个

事件产生的原因——如果是这样，亲吻就可能导致人口的过度增长。

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常常将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等同起来。例如，图

15.1中的广告就在暗示购买一个打字机就有可能提高一个人的学业成

绩，但是对于这样一种相关关系（如果确实存在这种相关关系的话）

还存在着很多不同的解释。购买了打字机而获得了较高的学业成绩的

学生来自比较富有的家庭，而这样的家庭对孩子的写作更为关注；或

者是购买打字机的学生比其他学生有更高的学习动机。可能有无数的

原因可以解释购买打字机的行为与学生学业成绩之间的相关关系。

同样的武断推论来自最近广告业自身的一项推广活动。在《纽约

时报》（1990， 8月26日）的整版报道中，美国广告协会认为“做广

告可以使你的投资回报率加倍”。这一论断的证据来自下面的几个相

关关系：“比竞争对手投入更多广告的品牌的投资回报率是32％，而

比竞争对手投入较少广告的品牌的投资回报率仅为7％。”即使这样的

证据是真实的，也不能证明广告的投入与投资回报率之间的因果关

系。因为可能是由于只有利润率较高的企业才能够负担高额的广告费

用，如果是这样的话，正是财务上的成功才导致了广告的投入，而不

是相反的关系。

正如相关关系并不能证明其中的因果关系一样，因果关系也不能

保证一定存在很强的相关关系。希勒尔·艾因霍恩和罗宾·霍格思

（Hillel Einhorn&Robin Hogarth， 1986）将认为因果关系一定导致

相关关系这种想法称为“Causalation”。在他们针对这一现象的讨论

中，他们让读者考虑下面的虚拟分类：



非常奇怪的数据是竟然有5对怀孕的夫妇报告没有进行性交，可能

的原因是他们的记忆出现了偏差，或者他们撒谎了等等。就上表的数

据而言，性交与怀孕之间只有中等程度的相关（只有0.34）。如果基

于这样的相关系数，一个不是很了解相关概念的个体很可能推测性交

并不是怀孕的真正原因。相反，他可能将怀孕归结为其他相关系数更

高的因素，这里存在的逻辑偏差就在于性交能够导致怀孕并不意味着

性交要与怀孕有很高的相关。因果关系并不意味着两个变量之间一定

存在着很高的相关。



图15.1　相关关系≠因果关系（Courtesy Smith-Corona）

正面，我赢了；反面，那是随机事件

人们进行的最基本的协同测量——对于人类的生存以及自身而言

都是最关键和最重要的——是人们对于其行为与行为结果的判断。无

论是以这样或者那样的形式，行为与后果之间的关系在心理学的理论



中都占据了中心地位，无论是因果归因理论（Kelley， 1967，

1971），还是对自我效能的认知（Bandura，1982， 1986），内外控

理论（Lefcourt， 1982）或者其他的心理结构，关注的重点都是这样

一种协同变化。从这些文献中可以发现一个最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人

们通常相信他们对于概率事件能够拥有比实际情况更多的控制。这种

信念通常被称为“控制错觉”（illusion of control），首先是由心

理学家埃伦·兰格（Ellen Langer）提出来的。

在她最早进行的一个研究中，实验的名字就是“正面，我赢了；

反面，那是随机事件”。兰格发现，在某些情境下，人们相信他们能

够预测和控制硬币投掷的结果（Langer&Roth， 1975）。在预实验的

“社会引导”下，被试被要求猜测实验者投掷30枚硬币的结果。事实

上，被试预测的准确率是被事先设定的，每一个人都只能猜中其中的

15次，但是其中大约1/3的被试开始的时候猜测的结果比较理想（头4

次的猜测都是正确的）， 1/3的被试开始的时候猜测的结果不是很理

想（头4次猜测的结果都是错误的），而另外的1/3被试的猜测结果就

是随机水平。在猜测完30次结果以后，要求被试回答一系列有关他们

猜测成绩的问题。

实验结果显示，刚开始猜测成绩较好的被试对他们猜测成绩的评

估结果远远好于其他的被试。这类似于第4章中我们所讲到的“首因效

应”。事实上，这些被试确实能够回忆起更多成功的预测，如果让他

们再预测100次投掷，他们的预测也比其他人更加正确。兰格和她的合

作者简·罗思（Jane Roth）也指出，大约40％的被试认为练习能够提

高他们预测的成绩，25％的被试认为分心会影响他们预测的成绩——

即使任务是预测一个偶然事件。这样的研究结果与赌博者投掷骰子的

情形是类似的，他们如果想得到较小的数字，他们就会很轻柔地投

掷；而如果想得到较大的数字，他们就会很重地投掷。在他们掷骰子

的时候都是聚精会神的（Henslin， 1967）。兰格和罗思（1975，



p954）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起先，一个相对稳定的成功模式可以是

个体产生对自己技能的归因，进一步导致个体确信他在将来也能够取

得成功。”

兰格（1975）进行的另一个研究中，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参加了一

项博彩游戏，有些彩票上有他们比较熟悉的标志，而另一些则是他们

不熟悉的标志。他们可以选择自己来挑选彩票还是由实验者进行分

配。一旦被试得到了彩票，他们就有机会选择继续保留彩票，还是换

成另外一种获胜机会更大的彩票。兰格的实验结果发现，自己选择彩

票或者获得了熟悉标志的被试，相对于其他个体而言更加愿意保留原

来的彩票。基于这一实验结果，兰格认为熟悉性和选择使被试产生了

一种控制的错觉。卡米尔·沃特曼（Camille Wortman， 1975）也发

现了类似的结果。

无法奏效的帮助

对控制的知觉尽管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错觉，但它却在个体的健康

问题上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例如，兰格和朱迪思·罗丁

（Judith Rodin）（1976）进行的一项现场研究表明，对于老年人的

选择权和所担负责任的很小改变，就能够对他们的健康造成很大的影

响。研究的被试是91位无家可归的老人，年龄从65岁到90岁不等，他

们都居住在康涅狄格的一所养老院中。对于养老院的一层中居住的老

人，管理者告诉他们可以自己控制自己的生活：如何分配他们的时

间，如何摆放自己房间的家具，或者是改变养老院中的任何东西。同

时，管理者给老人们一株植物，要求他们进行看护。而另一层的老

人，管理人员通知他们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将全权负责他们的生活，并

尽可能地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管理者同样给他们一株植物，但是由

护士们负责进行看护。



三个星期以后，由工作人员全权负责的老人们中有71％的人认为

他们疲惫不堪。相反，在允许他们自由支配自己生活的老人中，有

93％的人认为自己的健康状况有所提高。基于他们自己的判断和护士

的判断（他们并不知道整个实验的目的），这些老人更加高兴和活

跃。他们比其他老人的思维更加活跃，花费更多的时间与其他老人或

者外来的客人进行交流。兰格和罗丁（1976， p.197）认为：“如此

微弱的控制都能够产生效果说明，控制感对于这些老人、对于那些无

法进行决策的人的重要性。”

这个实验存在的一个问题（和其他许多现场研究类似）就是无法

了解实验的变化是否是产生实验结果的真正原因。是管理者关于控制

的言论产生了作用？还是需要照看的植物产生了作用？或者就是住在

这两层的老人本身就具有不同的特点？这里并没有确切的答案。但是

既然这个实验已经完成了，其他还有许多实验同样也支持了控制感与

健康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对于老年人而言（Rodin， 1986）。这些实

验强调了相关判断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中心地位。

结论

在人们的决策中最为常见的判断就是两个变量是否存在相关关

系。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判断都是基于先前已经建立的关系；在另一

些情况下，先前的联系并不足以使决策者就对全新的、矛盾的信息进

行权衡，从而形成一个全新的判断。正如本章中的研究所显示的那

样，这很容易使决策者深陷泥潭。

一些关于协同测量的研究为决策者提供了一些建议。首先，决策

者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正性的、已被确认的关系。在判断相关关系时，

没有出现的事实往往是最为关键的。第二，在判断一个关系是否存在

之前，决策者应该问自己，他们的判断是基于自己的观察还是期望。



如果是前者，相关关系就有可能被低估；而如果是后者，相关关系就

有可能被高估。这种差异与关于相关错觉和无法识别的相关的研究结

果是一致的（Jennings， Amabile，&Ross， 1982）。最后，决策者

必须很好地识别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两个存在因果关系的事件之间

可能只存在很弱的相关。第16章将非常详细地论述因果关系判断中的

最重要的一环——对行为原因的判断。

第16章　归因理论

你遇到你的一个朋友，她一味称赞你的外貌。你去赴一个约会，

但是结果很糟糕。你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报告，但是听众的反应比较

负面。如果这些事情都发生在你身上，你将如何解释呢？

归因理论是关于人们如何进行“因果归因”的心理学理论，也就

是对行为和行为的结果产生的原因进行解释。对这一理论的系统阐述

来自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心理学家哈罗德·凯利（Harold

Kelley， 1967）的一篇论文。该论文的主要思想来自于弗里茨·海德

（Fritz Heider， 1958）以及内德·琼斯和基思·戴维斯（Ned

Jones&Keith Davis， 1965）的经典研究工作。正如期望效用理论那

样，归因理论被认为是决策中的规范性理论（关于个体如何行为的理

想化理论）；但是与期望效用理论不同的是，归因理论同样针对人们

的日常行为提出了一个描述性模型。

在最原始的公式中，凯利将一个归因模型称为“变异框架分析”

（根据统计学中的方差分析技术命名，或者称为ANOVA）。根据这个模

型，人们通常使用三种不同的方式来解释行为的原因：（1）行为人

——情境中的个体可能是行为产生的原因；（2）环境——情境中的某

些固有特征可能是导致行为的原因；（3）时间——特定时刻的某些因



素引起了行为。凯利认为这三种归因方式主要依据三种不同的信息来

源：

1.共同反应：在相同的情境中，其他人是否采取同样的行为反应？

2.独特性：其他的情境或者其他的刺激是否产生相同的行为？

3.一致性：同样的事情是不是每时每刻都会发生？

表16.1中包含了凯利归因理论所进行的某些预测。在这个表中，

“高度的共同反应”表示绝大多数个体在相同的情境中的反应是类似

的，“高度的独特性”表示只有独特的刺激或者情境才会引起该行

为，而“高度的一致性”表示只要是相同的情境，那么每时每刻都会

发生相同的事情。为了说明的需要，假设你是惟一的受测者（很低的

共同反应），在许多测验上的得分都非常优秀（很低的独特性），在

许多情况下都是如此（很高的一致性）。凯利会做出“个人归因”

——用个人的能力来解释个人的行为（读者调查中第24题中C选项的解

释）。事实上，这种对归因进行分类的方式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做出

个人归因的最准确的手段是对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行为都进行测

量。使用ANOVA这样一个模型就可以通过不同时间和情境中的测量来确

定归因的方式，但这只是针对单个个体（见图16.1）。

另一方面，如果针对不同时间和个体的测量只是在一个情境中进

行，凯利则会进行“情境归因”。例如，一个测验（高度的独特性）

每年都在进行，学生们总能取得很好的成绩（很高的共同反应倾向和

很高的一致性），人们就会将得高分的原因解释为测验本身（情

境），而不是参加测验的个体（见表16.1和图16.2）。

根据凯利的理论，因果归因的基础是对共变关系（covariation）

的判断（我们在第15章中已经进行了详细的讨论）。这一原则在凯利

（1973， p. 108）的“共变原则”（covariation principle）中得



到了充分的体现，这个原则认为“某效应可以归因为与其共同变化的

一个因素上”。

凯利意识到这一原则过于简化，但是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判断人

们进行因果归因的基本准则。由于时间归因理论是最早提出来的，因

此，它引发了成百

表16.1　归因理论进行的预测

注：This table is adapted from an article by Bruce Orvis， John

Cunningham， and Harold Kelley（1975）.

上千的研究来证实凯利的理论是否正确。事实上，在归因理论

（Kelley&Michela， 1980）提出后的十年之内，大概有超过900个研究是针对归

因进行的。这些研究对原始的理论进行了修正和扩展（Cheng&Novick， 1990；

Fo¨rsterling，1989；Hewstone&Jaspars， 1987；Hilton&Slugoski，

1986；Orvis， Cunningham，&Kelley， 1975）。



图16.1　根据哈罗德·凯利的ANOVA模型，这样一种信息的模式会导致个人归因

（基于个人因素进行解释）。（Reprinted from Kelley， 1973）



图16.2　根据哈罗德·凯利的ANOVA模型，这种信息模式会导致情境归因（基于情

境，或与刺激相关的因素进行解释）。（Reprinted from Kelley， 1973）

归因理论能否解释个体和他人的行为？对于绝大多数行为而言，

该理论是正确的；但是也存在着几个重要的例外。

缺乏共同反应

在某些情况下，个体不考虑共同反应（consensus）的信息，因此

人们的判断会偏离归因理论的预测（ Nisbett ，  Borgida ，

Crandall，&Reed， 1976）。对共同反应信息缺乏利用是忽视行为的

基线水平的典型情况，因为在给定情境的前提下，共同反应就等同于



行为的基线水平。例如，在著名的有关服从权威的研究中，斯坦利·

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 1963）发现，有65％的“达成一

致”的被试都会完全服从实验者。但是，冈特·比尔布劳尔（Günter

Bierbrauer， 1973）在观察者面前重复了米尔格拉姆的实验，基线水

平同样被忽视了。观察者将被试的服从行为主要归结为个性因素，而

不是实验中所有被试都面临的共同情境因素。

理查德·尼斯比特和尤金·博吉达（Richard Nisbett&Eugene

Borgida，1975）也认为个体在进行因果归因时会忽视这样的基线水

平。尼斯比特和博吉达注意到，有大量的研究证明，一致性的信息和

独特性的信息可以影响个体的因果归因，但是很少有研究证明共同反

应信息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验证凯利的ANOVA模型的最早实

验中，莱斯利·麦克阿瑟（Leslie McArthur，1972）的研究支持了这

样的说法，他的研究结果发现，一致性信息和独特性信息对因果归因

造成的影响是共同反应信息的几倍。

对这一观点的支持证据还来自尼斯比特和博吉达（1975）进行的

两个实验。在这些实验中，大学生被试们得到了两个最近发表的研究

信息——其中一个研究是由尼斯比特和斯坦利·沙克特（Stanley

Schachter， 1966）完成的，而另一个研究是由达利和拉坦（1968）

完成的。一部分学生得到了被试共同反应的信息，描述他们在实验中

的表现如何；而另一部分学生则没有得到这样的信息。

之所以选取这两个实验是因为这两个实验的结果都包含了令人惊

讶的共同反应信息。在尼斯比特和沙克特（1966）的研究中，34名被

试中有32名愿意接受电击，因为实验者告诉他们这只是一个测量“皮

肤感应”的实验（其中有将近一半的被试承受的电击太强烈，手臂都

出现了痉挛）。更加令人吃惊的是，在达利和拉坦（1968）的研究

中，15名被试中有11名被试没有帮助一名非常明显的疾病发作的病



人，直到这位病人出现明显的窒息症状（其中有6名被试自始至终都没

有提供帮助）。根据ANOVA模型，这样的共同反应的信息应该引导个体

进行情境的归因，因为遇到相同的情境，绝大多数的被试的行为反应

都是类似的。

尼斯比特和博吉达（1975）向被试询问了一系列的问题，其中有

两个问题是最值得关注的。第一个问题是要求被试评价一个具体被试

的行为——比尔，在电击实验中，他愿意承受的电击强度最大；或者

是格雷格，在拯救病人的实验中，他完全没有提供帮助——在多大程

度上是由于被试的个性因素决定的（情境特征的对立面）。第二个问

题是，假设学生参加相同的实验，他们会如何表现？

尼斯比特和博吉达的研究发现，共同反应的信息并不能“真正产

生作用”。有些学生被告知实验中绝大多数被试的行为反应是类似

的，但这样的信息并不能显著地使他们对比尔和格雷格的行为进行情

境归因。在学生判断自己在实验中的表现时，共同反应的信息也没能

产生作用。他人的行为与个体自己的行为无关。

尽管有一些研究者对尼斯比特和博吉达的研究结论提出了反驳的

意见（如，Ruble&Feldman， 1976；Wells&Harvey， 1977），但是他

们的研究结果还是得到了其他研究者的认同。当某些行为的倾向以一

种统计的基线值的方式呈现给个体，人们往往会忽视或者低估共同反

应信息的价值（Fiske&Taylor，1991；Kassin，1979；Nisbett，

Borgida， Crandall，&Reed， 1976）。尼斯比特和博吉达（1975）

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基线信息有时是比较抽象、模糊、令

人难以捉摸的。根据这样的解释，相对于共同反应的信息而言，一致

性信息和独特性信息看起来更加容易进行因果归因，因为这类信息通

常是比较具体、生动和突出的。正如下一节中所说的，突出



（salient）因素——也就是能够引起个体注意的因素——相对于不突

出的因素而言，更加容易引起因果归因。

突出因素

在许多方面，突出信息与信息的可得性与生动性相类似。相对而

言，突出的、易得的、生动的信息能够产生更大的影响力。用比较通

俗的话来讲：（1）如果一个事件经常发生，那么看到它的频率和可能

性也就越大；（2）信息越是生动，就越容易被回忆起来；（3）事物

越是突出，看起来就越像因果关系。人们对因果关系的知觉部分是由

个体在环境中的注意指向决定的，而突出性可以影响个体的注意。

有关信息的突出性与因果归因之间联系的研究首先是由海德

（Heider，1958）提出来的，随后由谢利·泰勒和苏珊·菲斯克

（Shelley Taylor&Susan Fiske， 1978）进行了总结。泰勒和菲斯克

讨论了大量的证据，其中部分的证据来自他们自己完成的几个研究。

例如，在泰勒和菲斯克（1975）完成的一个实验中，有6个观察者从三

个不同的角度来观察两个个体的对话：其中两个观察者坐在一个发言

者的后面，另两个观察者坐在另一个发言者的后面，而剩余的两个观

察者坐在两个发言者的中间（见图16.3）。所有的观察者同时聆听发

言者的发言，因此观察者之间的惟一差异就是他们观察发言者的角度

（发言者的突出性）。然而，泰勒和菲斯克的研究结果发现，观察者

往往倾向于认为在他们视野中的发言者掌握着整个对话的基调，确定

了信息转换的类型以及使对方像自己一样进行反应（中间的观察者认

为两个发言者具有相同的影响力）。

在另一个研究中，向被试呈现的是一张相关幻灯片以及六个男性

就一个政治活动展开头脑风暴的录音（Taylor， Fiske， Close，

Anderson，&Ruderman，1977）。在其中一个实验条件下，录音中每一



个人的声音都与一位白人男性的照片相匹配；在第二种实验条件下，

三个成员的声音与白人的照片相匹配，而另三个成员的声音与黑人的

照片相匹配；在第三种实验条件下，五个成员的声音与白人的照片相

匹配，而另一个成员的声音与黑人的照片相匹配（事实上，在这三种

实验条件下，使用的录音都是相同的）。研究的假设是突出的个体将

被认为是更加具有影响力的个体。泰勒和他的同事发现，相对于另一

种实验条件下的同一个黑人个体（显得不是那么突出），在第三种实

验条件下，惟一的一位黑人发言者被认为说话更多，更具有影响力，

同时给人留下了更加深刻的印象。也就是说，虽然是相同的个体在进

行相同的行为，但是当小组中只存在这位黑人男性时，他就被认为更

加健谈和更具有影响力。

在其他研究中，研究者使用了另外一些方法来控制被观测者的突

出性——让一部分的被试穿着显眼的衬衫，而另一部分被试穿着灰色

的衬衫；或者一部分人坐在摇椅上不停地摇晃，而另一部分人则静静

地呆着；或者让一部分人坐在明亮的灯光下，而另一部分人坐在昏暗

的灯光下——实验的结果都得到了类似的答案（McAuther&Post，

1977）。突出的个体相对而言更容易被进行因果归因，事实上，有一

个研究甚至发现，当人们坐在一面大镜子前时，他们会倾向于认为自

己更加具有影响力（Duval&Wicklund，1973）。



图16.3　上图体现了泰勒与菲斯克（1975）进行的实验中对被试的座位安排情况。

两个观察者面对发言者A，两个观察者面对发言者B，处于控制组的两个发言者处于

发言者A和发言者B之间。泰勒与菲斯克的研究结果发现，观察者认为他们面对的发

言者更加具有影响力。

基本归因误差

在海德（1958）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人际关系心理学》

（The Psy-cholog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一书中，他认为“行

为决定一切”。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在一个社会情境中，最突出的是人

的行为（同样也就是暗指“行为人”）。情境因素，例如房间的温



度、具体的日期都是第二位的。个体处于大前方，而其他的事情都处

于大后方。

在1977年，李·罗斯认为这种对于个体和个体行为的过分关注可

以导致观察者过度将行为归因为个性因素——如个体的能力、特质和

动机——从而忽视了环境因素的影响。事实上，罗斯认为这样一种将

行为过多地归因为个性因素的现象是如此的普遍，因此可以称做“基

本归因误差”。之所以将这样一种现象称为“误差”，而不是简单地

认为是一个归因偏差或者不同的观点，是因为这种个性的归因通常很

明显是不正确的（Reeder， 1982）。例如，阿瑟·米勒和他的同事

（1973）发现人们认为在米尔格拉姆（1963）研究中的被试相对而言

是冷酷的、不适应环境的和具有攻击性的，尽管很明显，事实并非如

此。

过度归因的另一个证据来自第一个发表的有关态度归因的研究。

在这个由内德·琼斯和维克托·哈里斯（Ned Jones&Victor Harris，

1967）完成的实验中，研究者呈现给被试一篇文章，部分被试所读到

的文章的作者明显是被迫持有某种观点；而另一篇文章的作者所持有

的观点则是“自己选择”的。即使实验者明确地告诉被试作者是被迫

采纳了这样的观点，被试还是倾向于将这样的结果归因为作者本身。

这个研究发现非常明确，在其他许多实验中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

（Jones， 1979；Snyder&Jones， 1974）。

基本归因误差甚至是持久稳固的，这一点在Pietromonaco和尼斯

比特（1982）的研究“在基本归因误差中逆流而上”中得到了验证。

在这个研究中，Pietromonaco和尼斯比特向大约一半的被试呈现了达

利和巴特森（1973）所做研究的一个简短版本，研究指出，神学院的

学生没有帮助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因为他们要赶去作一个有关“行

善”的演讲，而当时他们已经迟到了。在该研究中，帮助的行为取决



于“着急”这样的情境因素，而不是宗教观念这样的个性因素（在没

有时间压力的情况下，63％的学生提供了帮助，而在他们非常着急的

情况下，只有10％的学生提供了帮助）。Pietromonaco和尼斯比特实

验中剩下的一半被试并没有被告知达利和巴特森实验的具体结果。所

有的被试都将面临两个与达利和巴特森研究类似的实验情境，让他们

估计在每一个情境中，愿意停下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数比例。

Pietromonaco和尼斯比特（1982）发现，并不知道达利和巴特森

实验结果的被试会犯基本归因误差。他们会根据宗教标准（事实上与

帮助行为毫无关系的个性因素）来预测助人行为。如果实验的结果仅

仅如此，这并不奇怪，因为实验被试并不知道达利和巴特森实验的具

体结果，绝大多数的个体都会将助人行为归因为个性因素。但令人吃

惊的结果是，对于那些已经了解达利和巴特森实验结果的被试，他们

同样根据宗教标准来预测助人行为。事实上，与那些不知道达利和巴

特森实验结果的被试相比，这些被试并没有显著地减少个性归因。

这样的结果又一次表明基线信息通常是被忽视的，而基本归因误

差也是不容易改变的。即使个体得知在某一个情境中存在外在的压

力，他们也会对相关情境中的行为进行个性因素的归因。也有一些研

究者认为基本归因误差并不是那么“基本”（Harvey， Town，

&Yarkin， 1981；Quattrone， 1982；Tetlock，1985a），但是毫无

疑问的是，观察者经常将行为过度归因为个性因素。

我的情境是你的个性

如果个体的行为主导了观察者，那么什么东西可以主导行为人的

思维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行为人关注自己所在的情境。只有在很

少的情况下，个体会认为自己的行为与他人的行为是类似的。



正是因为这种关注点的差异，个体倾向于将自己的行为归因为情

境因素，而不是像观察者那样归因为个性因素。内德·琼斯和尼斯比

特（1971， p. 2）首先指出行为人和观察者之间的差异：“个体看待

自己行为时主要关注行为当时所处的环境。而观察者则会关注行为人

稳定的个性因素。因此我们认为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个体倾向于对自

己的行为做出情境归因，而观察者倾向于对相同的行为作出稳定的个

性归因。”

在有关这种行为人与观察者归因差异的研究中，最为著名的一个

实验由尼斯比特等人（Richard Nisbett， Craig Caputo， Patricia

Legant，&Jeanne Marecek）在1973年发表。尼斯比特和他的同事们完

成了三个独立的实验，每一个实验都发现，个体在对自己的行为进行

归因时与他人对此的归因有明显的差异。例如，在其中的一个实验

中，尼斯比特和他的同事让男性的大学生对四个问题给出简短的解

释：（1）在过去的一年中，他们为什么喜欢他们最经常约会的女孩

儿？（2）他们为什么选择现在的专业？（3）在过去的一年中，他最

好的朋友为什么喜欢他最经常约会的女孩儿？（4）他最好的朋友为什

么选择现在的专业？研究者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进行了编码记分，以确

定他们的归因类型。例如，有些回答是“她是一个非常轻松的人”，

或者“化学专业以后是一个很挣钱的专业”，这样的回答被认为是情

境因素归因；而有些回答是“我需要一个能够轻松相处的人”，或者

“我希望挣很多钱”，这样的回答被认为是个性归因。

尼斯比特和他的同事发现，学生们在解释他们喜欢自己女朋友的

原因时，他们给出情境原因（与女孩的个性因素相关的原因）的数量

是个性原因（与他们自己的需求、兴趣和特质相关的原因）的两倍。

另一方面，当他们解释他们最好的朋友喜欢自己女朋友的原因时，他

们给出的情境原因和个体原因的数量大致是相等的。同样，在他们解

释自己选择专业的原因时，所给出的情境原因和个性原因的数量大致



是相等的；但是当他们解释他们最好的朋友选择专业的原因时，他们

给出的个性原因的数量是情境原因的4倍。

对上面约会女孩儿问题和选择专业问题的数据进行平均，我们可

以发现，学生们在对他们自己行为进行解释时，他们更多地倾向于进

行情境因素的归因；但是在对他人的行为进行解释时，他们更加倾向

于进行个性因素的归因。或者，用另一种方法来诠释这个实验结果，

个体在对自己的行为和他人的行为进行归因时，使用个性因素进行归

因的数量大致相同，但是他们在对自己进行归因时使用的情境因素的

数量是对他人进行归因时的两倍。尼斯比特和他的同事主要是根据行

为人和观察者所获得信息在突出性上存在的差异来解释归因方式上的

分歧。

1982年，戴维·沃森（David Watson）发表的一篇综述性的论文

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沃森希望了解行为人—观察者差异主要

存在于个性归因中，还是情境归因中，或者两者中同时存在。他发

现，在绝大多数研究中，行为人和观察者都倾向于更多地进行个性因

素的归因，而不是进行情境归因。例如在尼斯比特等人（1973）的研

究中发现的结果就是如此，尽管不同的个体在进行情境归因时存在差

异。相对于他人的行为而言，人们更加愿意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情境归

因。

交换位置

如果行为人—观察者归因差异主要是来自两者的视角不同，那么

如果交换两者的视角是否会出现同样的差异呢？这就是迈克尔·斯托

姆斯（Michael Storms， 1973）进行实验的基本逻辑，在他们的实验

中，行为人和观察者有机会相互交换位置。斯托姆斯录制了一段录

像，其中有两个“行动被试”来完成一段初次见面的对话，而两位



“观察被试”在镜头外进行观察。每一位观察者被分配来观察不同的

行为人，同时有两架摄像机完成录像工作——其中一架摄像机拍摄的

角度是从行动者1的角度观察行动者2，而另一架摄像机拍摄的角度是

从行动者2的角度观察行动者1。一共有30组、120位被试参加了实验。

在完成了这个初次见面的交谈以后，被试被分配到三个不同的实

验条件下：（1）相同观察角度组，在该组中，观察者所看录像的对象

就是自己先前观察的相同的行为者，而行为者所看录像的对象是其谈

话的同伴；（2）全新观察角度组：在该组中，观察者所看录像的对象

是自己先前并没有观察的行为者（实际上采用是其观察的行为者的视

角），而行为者观察的是其自己（实际上就是观察他们行为的观察者

的视角）；（3）没有录像组：在这个实验条件下，行为者和观察者都

没有看谈话的录像。

接着，斯托姆斯要求被试评价在多大程度上，行为者的行为是由

其个人的特点或者情境的特点所决定的。其中行为者评价自己的行

为，而观察者评价的对象就是在初次见面交谈时他们被要求观察的行

为人。斯托姆斯发现，从相同角度观看录像的被试，或者没有观看录

像的被试出现了行为人—观察者归因差异（见图16.4）。而从相反角

度观看录像的被试却出现了相反的归因差异。根据这样的实验结果，

斯托姆斯认为，视觉的观察角度对个体的因果归因会产生很大的影

响。



图16.4　当行为者和观察者交换各自的视角以后，归因差异出现了翻转。（摘自

Michael Storms 1973年的实验结果）

临床含意

绝大多数的研究都得出了一个相同的结果：当对行为的原因进行

解释时，人们总是依赖于当时突出的因素。对于观察者而言，行为者

就是突出的因素；而对于行为者而言，情境的需要是突出的。这样一

个看似细小的差异却具有深远的含意。在许多社会判断中，将行为归

因为情境因素还是个性因素，将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包括陪审团和假



释官的决策，对受虐待妻子的知觉以及对学业失败的解释等等

（Frieze， Bar-Tal，&Carroll， 1979）。

在心理治疗领域，因果归因显得尤为重要（Baston&Marz，

1979；Ross ， Rodin ， &Zimbardo ， 1969；Shenkel ，  Snyder ，

Batson，&Clark，1979；Snyder，1977；Valins&Nisbett， 1971）。

在临床治疗中对这样一个问题感兴趣，主要是因为治疗方案的制定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将患者的问题归因于情境因素还是其个性因素

（Batson， 1975）。如果情境因素是问题的症结，那么治疗师的目标

就是努力改变其环境；如果个性因素是主要因素，努力的对象就是改

变他自己。非常不幸的是，这样的判断很大程度上与治疗师的视角和

接受的培训有关，而并非上文中分析的那么简单。本书的作者普劳斯

和菲利普·津巴多曾经进行过一个研究，结果显示归因偏差在很大程

度上影响了治疗师的判断。

在该研究中，他们用信件调查的方式对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资

深的行为治疗师以及没有治疗经验的控制组的归因方式进行调查。实

验者要求被试解释三个假设的问题，分别关于他们自己、他们最要好

的同性朋友以及他们的患者。例如，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求被试解

释出现周期性失眠并伴有梦魇症状的原因：是情境性的还是个体性的

原因，是生理的还是心理的原因。

实验的结果出现了很多有趣的现象。第一，精神分析学家倾向于

将问题归因于患者的个性因素，而行为治疗师和控制组被试则倾向于

将原因归结为环境的因素，或者是个体因素和环境因素共同起作用。

第二，如果是自己的朋友或者患者遇到了假设的问题，精神分析学家

倾向于将问题看成是心理的问题，但是如果是自己遇到相同的问题，

精神分析学家则认为主要是躯体（生理）的问题。行为治疗师和控制

组的被试则没有出现如此的归因。最后，与不拥有医学学位的治疗师



相比，拥有医学学位的治疗师会更多地进行躯体因素的归因，而不是

心理因素。根据这样的结果，研究者得出了如下结论：“就判断疾病

的起因和推荐治疗方案而言，选择什么样的治疗师才是关键，与实际

的问题并没有多大关系。”

其他的归因偏差

除了行为人—观察者归因差异、基本归因误差以及忽视共同反应

的倾向以外，还存在许多其他的归因偏差影响个体的社会决策。例

如，个体更加容易接受成功的努力，而不愿意承担失败的责任

（ Miller ，  1976；Mullen&Riordan ， 1988；Schlenker&Miller ，

1977）。戴尔·米勒和迈克尔·罗斯（Dale Miller&Michael Ross，

1975）将这样一种现象称为“自我服务”归因偏差（self-serving

bias in attribution），同时，研究者们认为，认识因素和动机因素

的复杂结合（例如，错误的期望、对成功的渴望以及对自尊的保护等

等）导致了这一偏差的出现。

与之相关的一种归因偏差被称为归因中的“自我中心”偏差

（egocentric bias），它同样得到了大量研究的证实。这种自我中心

归因偏差主要是指对于与他人共同完成的结果，个体认为自己承担了

更多的责任。迈克尔·罗斯和菲奥里·西科里（Michael Ross&Fiore

Sicoly， 1979）针对自我中心偏差进行了第一个实证的研究。在这个

研究中，他们要求37对夫妇完成一份关于双方关系的调查问卷，问卷

的内容是要求双方评估他们在进行20项活动中所承担的责任，这些活

动包括做早饭、洗碗、沟通情感等等。研究结果发现，在其中的16项

活动中都出现了自我中心的归因偏差（将夫妻双方对该项活动的责任

相加，所得到的数值超过了100％）。



尽管有人认为自我中心归因偏差的产生仅仅是因为双方为了争取

更多的正性结果或行为。但是罗斯和西科里的研究发现，对于不良行

为，同样存在自我中心归因偏差。例如，他们的研究发现，夫妻双方

都认为他们的婚姻关系存在的冲突主要是由自己引起的。这样的结果

表明自我中心归因偏差的产生并不仅仅是个体为了提升自我。在某些

情况下，其产生的原因可能是个体自身的行为更加易得（更容易从记

忆中提取）（Thompson&Kelley， 1981）。

与上面所提及的偏差相关的另一个偏差是谢利·泰勒和Judy

Koivumaki （ 1976 ） 提 出 的 “ 正 性 偏 差 效 应 ” （ positivity

effect）。正性偏差效应是指个体倾向于将正性的行为归因为个性的

因素，而将负性的行为归因为情境因素。在泰勒和Koivumaki的研究

中，他们向一些夫妇呈现了一系列正性和负性的行为列表，这些行为

是由他们自己，他们的配偶、朋友或者一个熟人完成的。例如，正性

的行为包括赞扬他人，与他人高兴地交谈或者玩得很开心等等。负性

的行为包括与他人进行激烈的争论，粗鲁地对待他人或者忘记去做某

件事等等。泰勒和Koivumaki要求被试判断这些行为在多大程度上是由

个性因素或是情境因素造成的。他们的实验结果发现——无论是谁表

现出这样的行为——对于正性的行为，他们总倾向于进行个性归因，

而对于负性的行为，他们更倾向于进行情境归因。

当然，泰勒和Koivumaki并没有要求被试解释，如果行为人是他们

不喜欢的人时，这些行为产生的原因；如果他们这样提问，他们就可

能发现“负性效应”（negativity effect）（例如，Regan，

Straus，&Fazio， 1974）。事实上，托马斯·佩蒂格鲁（Thomas

Pettigrew， 1979）将这种负性归因偏差称为“最终归因误差”

（ultimate attribution error）。佩蒂格鲁是一位广受尊重的研究

种族歧视方面的专家，他警告说：“如果将种族的因素考虑进来，这

样的归因方式就有可能使我们认为受贬低的个体的行为结果完全是由



他们不变的、基本的个性特点决定的——这就是种族主义立论的根

基”。

佩蒂格鲁的警告并不是空穴来风。1976年，伯特·邓肯（Birt

Duncan）将这种归因偏差与种族歧视联系起来。在他的实验中，实验

者要求学生观看一段录像，录像中的两个人由讨论发展到激烈的争

论，在录像的最后，其中的一个人还推了对方一下。实验共分四个不

同的实验条件：（1）推人者是黑人，而对方是白人；（2）推人者是

白人，而对方是黑人；（3）双方都是白人；（4）双方都是黑人。实

验的结果表明，被试不仅认为黑人推人者比白人推人者更加暴力，而

且他们倾向于对黑人的推人行为进行个性归因，而对白人的推人行为

进行情境归因。

另一种形式的归因偏差——这种偏差经常会强化偏见的判断——

是个体认为他人的多样性并不如自己多。这样的偏差首先是由德国的

研究人员丹尼尔·卡默（Daniele Kammer， 1982）提出来的，紧接着

美国的研究人员特里·巴克斯特和路易斯·戈德堡（Terri

Baxter&Lewis Goldberg， 1987）重复了这个实验。卡默呈现给被试

20对双极的特质量表，例如安静—健谈，警觉—冒失等等。研究者要

求被试判断在不同的情境中，自己与自己最好的朋友在这些维度上是

如何变化的。卡默的研究结果发现，个体认为自己的行为在不同的情

境中更具多样性，而朋友的行为则不然。其他的研究结果还发现个体

认为自己更多才多艺，而且与他人相比，自己的行为更具有不可预测

性（Sande， Goethals，&Radloff， 1988），同时他们更加愿意将自

己的行为归因于一些暂时的状态——心境、想法和感觉等

（White&Younger， 1988）。因此，这种将对他人的种族的、民族的

和性别的观点相对泛化的做法进一步加剧了刻板印象。

结论



你如何解释发生在你自己身上的事情？你经常将它们归因于自己

的个人能力、兴趣和特质，还是归因于外界的因素？这样的归因只是

针对某一个特定的情境，还是普遍存在的情境？

本章的开头简短地描述了三个情境：（1）你遇到你的一个朋友，

她一味称赞你的外貌；（2）你去参加一个约会，但是结果很糟糕；

（3）你做一个非常重要的报告，但是听众的反应比较负面。这些情境

都是取自由马丁·塞利格曼和他的同事（Peterson， Semmel， von

Baeyer， Abramson， Metalsky，&Seligman，1982）开发的归因风格

问卷。塞利格曼和他的同事使用这样的问卷来判断抑郁的个体是否与

他人拥有不同的归因风格。在较早的一篇文章中，林恩·艾布拉姆森

等人（Lyn Abramson， Martin Seligman，&John Teasdale， 1978）

假设抑郁的个体倾向于将负性的事件归因于某些稳定的、普遍的和内

部的原因（例如，“像往常一样，约会很糟糕是因为我就是一个倒霉

的人”）。塞利格曼和他的同事完成的实验证实了这一假设

（Seligman， Abramson， Semmel，&von Baeyer，1979）。基于100

多个研究的“元分析”（Sweeney， Anderson，&Bailey， 1986）统

计结果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归因的风格是直接与心理健康和情绪幸

福感联系在一起的。

幸运的是，本章中所谈到的很多归因偏差都是可以避免的。例

如，减少基本归因误差的一种方法就是更加关注共同反应的信息。如

果在一个相同的情境中，绝大多数个体的行为都是类似的，这时做出

个性因素的归因是不合适的。相反，观察者应该从情境因素中寻找对

行为的解释。

另一种“消除误差”的方法是反问自己如果身处相同的环境，自

己将如何行为。研究结果表明这种观点采择的方法可以扭转行为人—



观察者归因差异（Galper， 1976；Regan&Totten， 1975）。我们将

在编后语中进一步讨论这项技术。

由于因果归因往往取决于事件发生当时最为突出的因素，因此寻

找隐藏的因素也是相当重要的。约翰·普赖尔和米切尔·克里斯

（John Pryor&Mitchell Kriss， 1977）的研究发现，即使是措辞方

面细微的变化都可以影响信息的突出性，从而改变因果归因。例如，

“弗雷德喜欢这辆车”这样的论断就比“这辆车弗雷德很喜欢”这句

话更可能引起个性因素的解释，因为在前一句中弗雷德更为突出。这

种对问题措辞的敏感性与第5章和第6章中的研究结果是相吻合的，这

就意味着因果归因和其他许多判断相似，是具有“可塑性的”。

[1]彼得·艾顿，安亨特和乔治·赖特（Peter Ayton， Anne Hunt，&George Wright， 1989）批

评这一系列的研究误导决策者将随机性与“看起来像随机的”这样一个概念等同起来。一个足够长的随机

序列中总是包含着一些看起来不像是随机序列的序列片断，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要求被试来选择随机序

列，就可能使他们产生偏差，从而避免过多地选择重复。但是另外的一些研究发现，即使要求被试观察整

个序列是否是随机产生的——而不是提及这个序列看起来如何，被试同样也会低估重复的概率。

　　

[2]这样的一种困惑并不是像看起来那样牵强。在早些时候，生了双胞胎的妇女通常被认为具有通奸的

行为；而生下严重畸形婴儿的妇女则被认为进行了人兽性交（Ives，1970）。



第五部分　决策与判断中的社会

性一面

本书前面几部分关注的主要是单个决策者的行为。但在很多情况下，其他人会对决策

者产生很大影响。这一部分就是关于社会因素如何影响人们的决策和判断（第17章），并且

比较了群体行为和个体行为的异同（第18章）。

第17章　社会影响

像别人看我们一样看我们自己可能会证实我们对别人最坏的猜忌。

——富兰克林·P.琼斯（cited in Peter， 1977）

正如第16章所说的那样，人们在做归因的时候经常会轻视或忽略

多数人的意见。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决策者不在乎他人的行为和态度

呢？正好相反，即使是最独立的决策者都会受到社会因素的强烈影

响。

事实上，菲利普·泰特洛克（Philip Tetlock， 1985b）已经指

出，社会因素在人们的决策和判断中起着关键作用。泰特洛克（p.

325）说：“过去用认知实验方法研究决策和判断，所关注的焦点是狭

窄而有误导嫌疑的。这方面的研究需要得到扩展，把社会和组织的背

景因素考虑进去。”泰特洛克建议研究者把决策者视为“政治家”，

他必须对自己的“选民”（如他的朋友、家人和同事）负责，并且总

是关注“如果我这样做别人会有什么反应”、“如果别人置疑我的观

点，我应该怎样说服他们”这样的问题。外部评价的重要性——以及



这些评价对人们行为的影响——正是实验社会心理学最早的研究成果

之一。

社会易化

社会心理学家戈登·奥尔波特（Gorden Allport）曾经写道

（1954， p.46）：“第一个实验研究的问题——实际上也是实验研究

头三十年关注的惟一问题——就是：当有其他人在场的时候，个体的

行为表现与独处的时候相比会有什么变化？”虽然对这个问题的研究

早在19世纪下半叶就已经开始，但是直到1965年才有一个完整的答

案。在那一年，罗伯特·扎伊翁茨（Robert Zajonc）发现，对于那些

简单的、熟练的行为，人们在有旁观者在场时通常能做得更好；但是

对于那些复杂的、还没有掌握好的技能，人们在有他人在场时则会表

现得没那么好。扎伊翁茨认为这一被称为“社会易化”（socical

facilitation）的效应，至少部分地来自于他人在场时个体产生的唤

醒状态。后来的研究则显示，即使其他人并没有实际在场，只要个体

预期自己的行为会受到其他人的评价，这种促进或损害的效应也会发

生（Henchy&Glass， 1968）。

尽管研究者在各种言语和数学任务中都发现了社会易化效应，但

最直接的证据来自于在一个大学撞球室里进行的研究（Michaels，

Blommel， Brocato，Linkous，&Rowe，1982）。在这个研究中，一些

隐藏的观察者把在玩撞球的人分成技术高于平均水平和低于平均水平

两组，然后记录这些球手在有观众和没有观众两种条件下的击球成功

率。结果如图17.1所示，观众促进了那些技术高于平均水平的球手的

表现，却损害了那些技术低于平均水平的球手的表现。查尔斯·邦德

和琳达·泰特斯（Charles Bond&Linda Titus， 1983）在对共涉及

20000名被试的超过200个研究的元分析中也得到了（尽管没有那么明



显）类似的结论。有观众在场会损害个体完成复杂任务的正确率，同

时对完成简单任务的正确率会稍有改善。

社会性懈怠

社会性懈怠（social loafing）并不是他人在场影响个体表现的

惟一方式。在社会性懈怠效应被提出约30年以后，沃尔瑟·莫德

（Walther Moede， 1927）报告了一个实验，这个实验发现，当人们

作为群体的一员做一件事情时，就不会像自己独立完成时那么努力。

这是莫德的一个学生林格尔曼（Ringelmann）做的实验，他发现，与

参与两人组、三人组或八人组拔河时相比，当个体独自一人与对手拔

河时会拉得更卖力。平均而言，两人组的时候单个被试的努力程度只

有单人组被试的93％，三人组中单个被试的努力程度只有85％，而八

人组中单个被试的努力程度则只有单人组被试的49％。艾伦·英厄姆

等人（Alan Ingham， George Levinger， James Graves，&Vaughn

Peckham， 1974）巧妙地用不同的方法重复了这个实验，研究者给被

试蒙上双眼，使他们相信自己正与同组的其他成员一起与对手拔河，

而实际上他们是单人应战。这种不同的实验方法却得到了与林格尔曼

的实验相同的结果。比布·拉坦等人（Bibb Latane， Kipling

Williams，&Stephen Harkins， 1979）将其称之为“社会性懈怠”效

应，而且他们还发现，当要求人们尽可能大声地呼喊或鼓掌时也会出

现这样的现象（见图17.2）。



图17.1　观众的在场会提高技术处于平均水平以上的球手的表现，却会损害平均水

平以下的球手的表现（摘自Michaels等研究者1982年的研究）。



图17.2　本图表现了社会性懈怠效应。平均而言，随着群体成员的增加，单个个体

的贡献下降。从折线的走势来看，单个个体独自呼喊或鼓掌时制造的平均声响（每

平方厘米的达因数）约是六人组中单个个体发出声响的2倍。（摘自Latane，

Williams和Harkins， 1979）

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社会性懈怠”的现象？目前还没有明确的

答案。拉坦，威廉斯和哈金斯认为，社会性懈怠效应的出现是因为处

于群体中时人们不会像独自行动时那样直接感觉到自己的努力和最终

结果之间的关系。与这个差异相关的是，对最终结果所担负的责任会

在群体成员之间分散，而独立行动时个体则要对结果负全部责任。责

任分散会对决策和判断产生强有力的影响。下面3个事件就是这种影响

力的体现：

事件1：“放开那个女孩！”



这是1964年3月13日凌晨3∶20，纽约Kew Gardens火车站旁边的停

车场。基蒂·吉诺维斯（Kitty Genovese），一位28岁的酒吧经理，

刚刚下班回家。她把自己那辆红色的菲亚特汽车停好，关了车灯，锁

上车门，然后向着自己100英尺以外的公寓走去。

突然她发现在停车场的另一边有一个男人。

基蒂转头就向附近林荫道的一个报警亭跑过去，但是还没有来得

及跑到那里，就在一盏路灯下被那个男人捉住了。基蒂尖叫了一声，

马路对面一幢10层高的公寓楼里亮起了不少灯，有些窗户打开了，基

蒂大声喊：“噢，我的上帝，他刺中我了！救命啊！”

其中一间公寓里有个男人往下喊：“放开那个女孩！”

攻击者畏缩了，扔下基蒂跑了，基蒂在流血。很快公寓楼里的灯

又熄灭了。基蒂尽力想回到自己的公寓，但是那个男人又出现了，又

刺了她一刀。这一次基蒂发出了惨叫：“我要死了！我要死了！”公

寓楼里的灯又亮了起来，邻居们打开了窗户，那个男人吓得钻进自己

的车里飞奔而去。

过了一会儿，基蒂挣扎着站了起来。一辆开往肯尼迪机场的公共

汽车开了过去。这时候是凌晨3∶35。

最后基蒂总算挣扎着回到她的公寓门口，却在这儿昏过去了。那

个男人又折了回来第三次刺中了她——这一次是致命的一击。

关于这个故事的令人心寒的结语是：当这桩谋杀刚刚发生的时

候，《纽约时代》杂志对它的报道只有在第26页上的短短5句话。可是

两个星期后，这一事件却出现在头版的一篇长篇报道中。为什么？因

为警方的调查发现，不少于38名“可敬的、遵纪守法的市民”目睹了

这次谋杀，可是却“没有一个人在袭击的过程中打电话报警”



（Gansberg， 1964.3.27， p. 1）。警方在基蒂开始遭袭击后30分钟

才接到这些证人的第一个报案电话。也就是说，作案者在半个小时的

时间里多次来回袭击基蒂，基蒂也不断呼救，但这38名目击者却没有

一个人去帮她或者从自己家打电话报警。

事件2：隧道里的故事

1990年7月14日，星期六，意大利佛罗伦萨附近的一条公路。马可

·莫雷蒂正开着车带他6岁大的女儿范尼莎到海滨去。正当他驶入一条

隧道的时候，马可突然心脏病发作。马可挣扎着把车停在一边，让范

尼莎自己设法回家。随后，33岁的马可不幸身亡。

范尼莎挪到车外，走到川流不息的汽车中间求救。飞驰的汽车行

驶速度太快，掠过的气流把范尼莎撞倒在地上。但是她没有停下来

——她抓爬着、流着血、哭着——绝望地向过往车辆求救。在接下来

的30分钟里，范尼莎走了超过一英里的路，期间有数百辆车飞驶过她

身边，却没有一个人停下来帮助她。最后终于有一位驾驶员把车开过

来帮助她了，很快警察也到了。

就像基蒂·吉诺维斯的故事那样，这个故事也成了全国报纸的头

条。意大利人都在扪心自问，为什么连这样的事都能发生？他们都把

它视为一种信号，代表着意大利不再是那个曾经是那么温暖、充满同

情心的地方了。例如，一位意大利社会学家下面的话就被广泛引用，

他说，范尼莎事件“代表了一个我们倾向于视而不见的意大利——那

个冷漠的、正处于冰河期的意大利，大部分时候每个人都只会想着自

己以及和自己多多少少有密切关系的少数几个人。”（Haberman，

1990年7月19日，p. A11）

事件3：谁会捡起这些东西



这是20世纪70年代早期，美国哥伦布、西雅图或亚特兰大其中一

座城市的一部电梯里。就在电梯门关上以后，站在里边的一个黑衣人

“一不小心”掉了8～10根铅笔在地上（或者有些情况下是一些便士或

镍币——是什么东西并不重要）。

作为比布·拉坦和詹姆斯·达布斯（1975）的一个现场研究的一

部分，这样的实验模式被用于1497个不同的场合，有145人在合计4813

名旁观者面前掉下不同的东西。拉坦和达布斯对下面的问题感兴趣：

“谁会帮丢东西的人捡起这些东西？”他们的发现之一是随着电梯里

人数的增加，旁观者帮助丢东西的人的可能性就会减小。

旁观者干预

贯穿于前面每个事件中的共同主线就是：在相对较大的群体中，

给予帮助的责任会被分散。当人们面临着是否干预某件事的决策时，

他人在场就会影响到他们如何决策。干预与责任分散的这一关系最初

是在比布·拉坦和约翰·达利（1969， 1970）的一系列关于旁观者干

预效应的精彩实验中被发现的。

在其中一个实验中，拉坦和达利邀请一些学生来参加一个关于

“在城市的大学里生活会遇到的一些问题”的访问。学生到达以后首

先在休息室里等候，或者独自一人，或者还有两位主试的助手装扮成

的参与者（这两位助手在整个实验过程中都要保持被动），或者还有

两位真正的参与者。然后，当被试坐在休息室里的时候，一股白烟开

始从墙上的一个通风孔里冒出来。拉坦和达利想看看和独自一人时相

比，当有他人在场时这些学生被试是否更不那么倾向于报告冒烟一

事？



结果拉坦和达利发现，独自一人的情况下有3/4的学生被试报告了

冒烟一事，其中一半人是在2分钟内报告的。相反，当与两位不采取任

何行动的假扮的被试在一起时，只有1/10的学生被试报告了冒烟的

事。其他人虽然咳嗽、揉眼睛甚至打开窗户——但就是不去报告！

至于三名真正的被试一起等待的情形，直接将他们与独自等待的

被试的反应作比较并不恰当。如果独自等待时有75％的学生报告了冒

烟事件，那么对于三个独立的被试一起等待的情况，相应的比例就应

该是98％（因为所有三个学生都不报告的概率是.25×.25×.25=.02，

所以1.00-.02=.98）。但实际的情况是，三人组时只有38％的被试报

告了冒烟事件。

为了确保这些结果不是由一些无关的外部因素造成的（如独自一

人与和他人在一起时对火灾的恐惧感不同），拉坦和达利决定在一个

不同的背景下重复这个实验。在一个表面上名为“市场调查”的实验

中，研究者让参加的学生独自等待，或者与一个朋友一起等待，或者

与一个陌生人一起等待，或者与一个不采取行动的假扮的被试呆在一

起。然后在他们正在等待的时候，研究者让他们相信隔壁屋里有一个

人跌到并且摔伤了。这是通过播放一段高保真录音带来实现的。录音

带里首先传出一阵碰撞声，然后是一个女人的呼喊声：“噢，我的上

帝，我的脚……它……它……动不了……噢，我的脚踝！我……不

能……不能……挪开这些东西。”

听到她的喊声后，独自等待的学生中有70％的人会跑过去帮忙。

这意味着如果两个人中的一个会独立于另一个采取行动，那么至少其

中一个人去帮助那位女性的可能性为91％（也是因为每个人都不提供

帮助的可能性是.30×.30=.09，这样1.00-.09=.91）。相反，不熟悉

的两个人坐在一起时，只有40％的被试主动提供帮助；而认识的两个

人坐在一起时，则有70％的被试主动提出要帮忙。这表明，尽管朋友



一起等待时比与陌生人一起等待时会有更大的可能性采取干预行为，

但是与独自一人的情况相比，朋友之间还是会出现抑制效应。当比较

被试独自一人和与假扮的参加者在一起时的行为时，来自他人的抑制

效应也清楚地表现出来。在后一种情况下，只有7％的被试采取了干预

行为。

拉坦和达利在其他几个研究中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而且自他们

最初研究这个问题以来，已经有很多其他研究者也证明了他人在场会

抑制帮助行为。实际上，在拉坦和达利最初的那个研究完成后的十年

间，研究者做的56个实验中有48个实验结果显示，有他人在场会使被

试给予帮助的倾向降低（Latané&Nida， 1981）。对这56个研究的结

果求平均，那么当人们独处时会有75％的可能性采取干预行为，而处

于群体中时则只有53％的可能采取干预行为。

是否有某类人群能够避免旁观者导致的抑制效应的影响？从比布

·拉坦和斯蒂夫·奈达（1981）所做的文献分析的结果来看，在美国

社会中只有一类人能有这样的免疫力：9岁以下的儿童。那个阶段以后

的人在决策时都会受到他人在场的强烈影响。

社会比较理论

关于社会易化、社会性懈怠和责任分散的研究都倾向于支持泰特

洛克关于决策者是优秀政治家的观点。人们经常从他人身上直接获取

行动的线索，而且他们非常关注他人对自己的看法。这些研究也显示

出，人们通过把自己与他人做比较来评价自己的观点和能力

（Suls&Miller， 1977）。描述人们如何进行此种决策判断的最精细

的理论就是“社会比较理论”（socical comparison theory）。



社会比较理论是费斯汀格在1954年提出的——他也是认知不协调

理论的创立者。费斯汀格认为，人们具有评价自身能力水平和自身观

点恰当性的需要。那么在缺乏客观的、非社会性的标准时，人们就会

把自己和其他人做比较。费斯汀格尽可能做到详细和严格地对社会比

较理论做界定。该理论包括9个假设、8个推论和8个衍生观点，或者说

一共有25个主要观点。

大致来看，这些命题最中心的观点是：

假设I：人们具有评价自己的观点和能力的自然倾向性。

假设II：在缺乏客观的、非社会性信息的时候，人们会通过与他

人的观点和能力做比较来评价自己的观点和能力。

推论IIIA：在面临选择时，人们更愿意和那些观点和能力与自己

接近的人做比较。

最后一个观点已经有丰富的研究成果，而且大部分研究都支持费

斯汀格（1954）的看法。人们通常会与那些和自己相似的人做比较，

而不是与那些和自己不同的人相比。例如，如果你是一名本科生，你

很可能会把自己的学术成就与其他本科生的学术成就做比较，而不是

与研究生或者教授做比较。同样，助理教授一般会与其他助理教授做

比较，而不会与资深教授做比较。

从那些与自己相似的人身上获取行动的线索

在哈维·霍恩斯坦、伊莱沙·菲什和迈克尔·霍姆斯（Harvey

Hornstein，Elisha Fisch，&Michael Holmes， 1968）的一个有趣的

现场实验里，社会比较的相似性作用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这个研究

里，在曼哈顿中心区有超过100名行人看到路上有一个写着地址却没有



贴邮票的信封，信封里有一个遗失的钱包和一封写给钱包主人的信。

钱包里有2美元现金，一张签给E.M.H公司（这几名研究者名字的首字

母组合！）的支票，一张写着某人电话号码的纸片，以及钱包主人的

身份证，上面有钱包主人的姓名、电话号码和地址，以及其他一些东

西。钱包主人名叫迈克尔·欧文——这个名字是经过仔细挑选的，以

避免含有种族或宗教的暗示——而且在所有情况下，钱包和里面的东

西都是一样的。

有变化的是写给钱包主人的信。在某些实验条件下，写信者是与

这些路人相似的人（即一个能流利使用英语、像是本地人的写信

者），而在其他条件下，写信者则是一个与路人不同的人（即一个几

乎完全不懂英语的外国人）。另一个实验条件是不同的写信语气，在

1/3的情况下，写信者用一种正性的语气写这封信，在另外1/3的情况

下用一种中性的语气写信，在剩下1/3的情况下则是用一种负性的语气

写信。例如，一位操流利英语的人（“相似的他人”）用负性语气写

的信是这样的：

亲爱的欧文先生：

我找到了您的钱包，如今物归原主。所有东西都在里面。我必须说的是，照看这个钱

包和不得不把它还回来确实是一件很不方便的事。归还这个钱包的整个过程实在是很麻烦，

我觉得相当恼怒。我希望您会为我付出的努力而感到感激。

另一方面，一位不相似的他人用负性语气写的信是这样的：

亲爱的欧文先生：

我正在你们国家旅行，并不熟悉你们的行为方式。但是我发现了你的钱包，东西都在

里面了。

对这个钱包负责并将它物归原主是一件很费劲的事情。其中的过程实在是繁琐，希望

你能够对我有所感激。

霍恩斯坦、菲什和霍姆斯（1968）的假设是，当写信者是与自己

相似的人时，人们所受到的信中语气的影响会大于写信者是不相似的



人的时候（也就是说，他们预测当写信者是与被试相似的人时，正性

语气的信会比负性语气的信导致更高的归还率，可是当写信者是不相

似的人时，信的语气就不会产生影响）。正如图17.3所示，实际的结

果符合研究者的预期。当写信者是本市人时，正性语气的信使人们归

还钱包的次数是负性语气的信的7倍。相反，当写信者是一名外国人

时，正性语气、负性语气和中性语气的信导致的归还率实际上是一样

的。尽管这些结果本身不能说是结论性的，但它们的确支持了费斯汀

格（1954）关于人们会从与自己相似的人那里获得行动线索的假设。

社会性痛觉丧失

1978 年 ， 肯 尼 斯 · 克 雷 格 和 肯 尼 斯 · 普 克 钦 （ Kenneth

Craig&Kenneth Prkachin）的研究展示了社会比较能在多大程度上影

响人们的知觉。这些研究者发现，当人们把自己与一个有高的疼痛耐

受性的人做社会比较时，这种比较实际上会导致人们体验到比其他情

况时较少的疼痛感。

在这个研究中，研究者对被试的左前臂进行电击。最开始的时候

电击轻微得几乎觉察不到，但随着实验的进行，电击强度一点一点地

加大（每次增强0.25毫安）。每次电击后，被试在一个0～100的量表

上标出自己觉得不舒服的程度。当他们把某次电击评价为100时，实验

就会结束。

这个研究共有2个实验条件：忍耐模范条件和控制条件。在忍耐模

范条件下，与每个被试配对的是一名假扮成被试的研究者的同事，他

的疼痛评价总是比真正的被试低25％（真正的被试总是先做评价）。

在控制的条件下，假扮的被试只是在一旁观察被试，只有真正的被试

会评价电击引起的疼痛（这控制了他人在场这一点）。



图17.3　霍恩斯坦、菲什和霍姆斯（1968）进行的研究中，各种实验条件下归还失

落钱包的人数百分比。

克雷格和普克钦发现，当被试与忍耐力强的假扮被试一起配对

时，被试不仅会有较低的疼痛评价，而且他们真的显得体验到较少的

疼痛。在忍耐模范条件下，虽然电击强度提高了，但被试却比控制条

件下的被试有较少的心率反应和较低的前臂皮肤电压（这是对生理唤



醒的两种测量指标）。因此，社会比较既影响疼痛评价也影响躯体反

应（人体真正的生理反应）。

从众

请仔细看看“读者调查”第32题中1、2、3三条线。哪条线的长度

与线A一样？如果你和大多数人一样，你会觉得第3条线和A一样长，而

且你会几乎毫无疑问地相信自己是对的。

可是如果你是在一个房间里和其他7个人一起判断，而这7个人都

一致声称第1条线和A一样长，你又会如何反应呢？你是会坚持自己的

判断，还是会屈服于多数人一致的意见？

实际上这就是所罗门·阿施（1951；1955， 11；1956）在他关于

从众的经典实验中设计的情境。在他的多数实验里，7～9个男性大学

生围着一张桌子就座，然后主试要求他们一起根据一张卡片上的一条

“标准”线的长度，从另一种卡片上的三条“比较”线中找出哪一条

和“标准”线等长。实验有18轮，每一轮的判断问题都非常简单。一

组独立的判断者作为控制组，平均的判断正确率高达99％。被试不知

道的是，和他们坐在一起的其他人实际上是主试的同伙。在多数实验

中，每组只有一名真正的被试。

在实验的第一轮，标准线的长度是10英寸，三条比较线分别长

8��英寸、10英寸和8英寸。沿着桌子按顺时针的顺序，每名学生给出

自己的判断，每个人都指出10英寸长的比较线与标准线一样长。到这

里为止一切都是正常的。

在实验的第二轮，学生看到的标准线是2英寸长，而比较线分别长

2英寸、1英寸和1��英寸。这次学生们也是毫不费劲地找出了等长的

线。



可是到了实验的第三轮，一些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这一次的标准

线长3英寸，但是假扮的被试并没有选3英寸长的比较线，而是一致认

为3��英寸长的比较线与标准线一样长。那名真正的被试——他总是

坐在接近最后发言的某个位置——不知道的是，阿施让假扮的被试在

18轮实验中的12轮中都一致地给出错误答案。阿施想看看真正的被试

是否会屈服于这种从众的压力。

阿施发现在这12轮实验中，有约1/3轮实验中的被试会从众，即选

择主试的同伙一致赞同的错误答案。3/4的被试有不少于一次的从众，

而1/3的被试在12轮实验中的一半或更多轮中选择了从众。也就是说，

大多数人做出了与自己的判断相反的选择，而且很多人在多数实验中

都有从众的表现。

阿施还做了一些略做修改的实验。例如，在一组研究中，他改变

了小组的人数（见图17.4）。当被试只与一名主试的同伙一起判断

时，他们几乎完全不受同伙错误答案的影响。多数被试几乎在每一轮

实验中都回答正确。当被试的判断与2名同伙的意见相反时，被试从众

的概率是13％。当被试的判断与3名同伙的意见相反时，被试从众的概

率是33％。阿施发现过了这个点以后，从众的概率就不会再上升，尽

管后来其他研究者的研究结果显示，在持相反意见的多数被试人数超

过3人以后，从众的概率还是会继续上升（Latané&Wolf，1981）。在

不考虑这个问题的情况下，一个非常明确的结果就是，当小组人数较

少时，多数人的意见已经足以引起较高的从众水平。

在另一组实验中，阿施让另一名真正的、并且一般会给出正确判

断的被试坐在第四位发言人的位置上，或者通过让一名会给出正确答

案的实验者同伙坐在第四位发言人的位置上，从而打破了多数人一致

意见的条件。阿施想看看当多数人的意见不再一致时会发生什么事

情。



结果他发现这种做法对被试的反应有很大影响。从众的水平变成

原来的四分之一——也就是说，当多数人的意见不一致时，被试从众

的次数只是多数人意见一致条件下的约1/4。实际上，阿施发现三个意

见一致的多数派对被试判断的影响力，远远超过8个多数派加上一个异

议者的条件。这些结果显示，当情境中存在强大的从众压力时，单个

异议者会起到较大的作用。

图17.4　在所罗门·阿施关于从众的实验中，他发现三人组的多数意见与大5倍的组

的多数意见在导致从众上的效果相似。（Asch， 1951）

少数派影响

1969年，瑟奇·莫斯科维奇（Serge Moscovici）和他的两名同事

把阿施的实验范式反转，用于研究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影响



（Moscovici， Large，&Naffrechoux， 1969）。与阿施观察作为多

数派的实验者同伙对一两名真正被试的影响不同，莫斯科维奇考察了

少数几名实验者同伙对作为多数派的真正被试的影响。莫斯科维奇和

他的同事发现，即使在少数派不是特别强大或者没有很高威望的情况

下，意见一致的少数派也能产生显著的影响力。

在莫斯科维奇最初完成的一组实验中，每个小组包括2名实验者同

伙和4名真正的被试。每个人都坐在一个屏幕前，主试告诉他们这个实

验是关于颜色知觉的。然后屏幕上呈现了一系列的幻灯片。在每一轮

实验中，小组成员要判断幻灯片的颜色和光强度。所有的幻灯片都是

不同强度的蓝色，但是实验者同伙在某些实验中却把它判断为绿色。

莫斯科维奇和他的同事发现，被试在8％的实验中做出了和实验者同伙

相同的判断，32％的被试把幻灯片颜色判断为绿色的次数不少于一

次。相反，控制组的被试在792次判断中只有2次错误地判断为绿色。

因此，莫斯科维奇和他的同事证明了少数人能够对多数人产生显

著的影响。但是存在一个前提——少数人的意见必须保持一致和稳

定。如果两名实验者同伙随机地把幻灯片判断为蓝色或者绿色（其中

1/3次的判断是蓝色），那么被试只在1％的实验中把幻灯片判断为绿

色。只有在实验者同伙坚持同一个判断的情况下，少数人才会有显著

影响（关于这方面研究的回顾与扩展，见Maass&Clark， 1984；

Nemeth， 1986；Nemeth&Chiles， 1988）。

群体盲思

当群体具有凝聚力而且相对不受外界影响的时候，群体忠诚和从

众压力会导致欧文·贾尼斯（Irving Janis， 1982）所说的“群体盲

思”（groupthink）。贾尼斯对群体盲思的定义是：群体盲思“是指

心理活动的效率、对现实的检验以及道德判断的一种退化，这种退化



是来自于群体内压力”（p. 9）。群体盲思导致错误决策的最有名的

例子就是美国的猪湾事件，在这一事件中，约翰·肯尼迪总统的内阁

提出了一个入侵古巴的拙劣建议。更近期一点，詹姆斯·埃瑟和乔安

妮·林多尔夫（James Esser&Joanne Lindoerfer， 1989）发现，

1986年，美国在不安全的天气条件下发射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致命决

策中就有群体盲思的因素在内。

根据贾尼斯的观点，群体盲思有8个普遍的特征：

群体中大多数或所有成员都抱有一种自己“无懈可击”的错觉，这种错觉导致过分乐

观以及过度的冒险。

集体努力对警告采取忽视的态度或者对其进行合理化。

对群体固有的道德观加以毫不质疑的信任。

对提出建议者充满刻板印象，认为他们都太邪恶而不值得与之谈判，或者认为其太弱

或太愚蠢而不会构成严重威胁。

任何不赞同多数人意见的群体成员都会感受到压力。

关于全体意见一致的共同错觉。

对与表面上一致的群体意见相背离的想法进行自我审察。

自封的群体“精神保卫者”，使群体远离任何可能破坏群体自满感的信息。

如果一个群体表现出这些迹象，那么它就很有可能受到了群体盲

思的影响。关于如何才能避免群体盲思，贾尼斯推荐了几条预防措

施。第一而且最重要的是，群体领导应该明确鼓励不同的意见和批评

——包括对他们自身观点的批评。第二，群体领导应该避免在一开始

就表明自己的个人偏好。杰伊·拉索和保罗·休梅克（Jay

Russo&Paul Schoemaker， 1989）观察到一些日本企业正是这样做

的，他们开会的时候是由职位最低的群体成员首先发言，然后是职位

次低的成员，依此类推。这样一来，群体成员就不会害怕自己的观点

与比自己职位高的成员不一致。



第三条预防措施是与其他群体——或者与其他领导——一起考虑

同一个问题（这样就可以比较不同的答案）。第四，群体成员应该与

受信赖的同事定期对群体进行审议，并且向群体报告讨论的内容。第

五，群体应该要求群体外的专家或者有资格的同事参加群体的会议，

并且鼓励他们挑战群体的一致意见。事实上，贾尼斯指出，避免群体

盲思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正式任命某位群体成员担当批评者的角色。

每条措施都是使不同的意见合理化，都是在利用持不同意见的少数人

所能起到的减少群体盲思的作用。

结论

本章的主题是简单的：由于人类本质上具有社会性，因此他们的

判断和决策很容易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即使在独自决策的时候，他

们也常常根据他人会做何评价的预期来决定自己的行为。因此，任何

时候要对人们的决策和判断作出全面的解释，都必须把社会因素考虑

进去。

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因素虽然能影响决策，但却没有影响决策背

后的判断。例如，很多人会迫于从众压力和群体盲思而做出某个选

择，但他们自己本身并不赞同这个选择。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判断本

身也被歪曲了。例如阿施发现，在他的实验中有少数被试的知觉的确

被歪曲了，而且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多数人的意见影响了自己的判断。

类似的，拉坦和达利也发现很多没有做出反应的旁观者，在责任分散

的条件下也改变了自己对情境的知觉。正如拉坦和达利（1970， p.

65）所说的：“（这些）被试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说如果遇到‘真

正’的紧急情况，他们一定会第一个去帮助受害者。”

本章所讨论的社会影响因素只是支配着我们日常生活的很多社会

因素中的少数几个。这里只是举例说明，并不是要穷尽所有影响因



素。而且，就像在讨论社会性懈怠效应时所显示的那样，社会影响因

素既可能妨碍决策与判断，也可能改善决策与判断。第18章将通过比

较群体表现和个体表现，继续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

第18章　群体决策与判断

如果一个群体成功地避免了群体盲思，那么是否就意味着它能比

个体做出更好的决策和判断？群体也会和个体一样使用直觉并出现偏

差吗？

相对来说，在个体和群体水平上对直觉和偏差进行比较的研究较

少，所以没有综述对以上两者加以对比。然而，在已发表的研究中，

多数都显示个体和群体在归因和判断时产生的偏差是类似的。本章的

第一部分讨论了几种类似情况，接下来的第二部分集中阐述群体和个

体的差异。

群体误差和偏差

如第16章所述，基本归因误差是过度地将个体的行为归因于人格

或态度等内在特质上。例如，人们通常认为评论反映了作者本人的观

点，即使在他们被告知作者是被迫采取这一见解时也是如此

（Jones&Harris， 1967）。群体归因误差（group attribution

error）是对一个群体做出无根据的内在归因的倾向。首先对群体归因

误差这一概念进行阐述的是斯科特·艾利森和戴维·梅西克（Scott

Allison&David Messick， 1985， p. 564），他们认为，“基本归因

误差和群体归因误差有一个共同的基础，那就是我们倾向于忽略行为

的外部决定因素，并且想当然地认为行为和一些内在态度之间存在关

联。”他们在研究中发现，被试推断，当一位城市管理者制定出节水



措施时，公众会比没有采取措施时更加支持节约用水，尽管几乎没有

什么理由可以认为公众立场可被一位政府雇员的决定所影响。黛尼·

麦凯（Diane Mackie）和斯科特·艾利森（1987）也报告了类似的发

现。

“自我服务”偏差和“群体服务”偏差之间也存在相似的归因。

前者指人们把自己的成功归因于内部因素，而把自己的失败归因于外

部因素。后者指群体成员把群体的成功归因于群体的内部因素，而把

群体的失败归因于群体的外部因素。唐纳德·泰勒和珍妮特·多里亚

（Donald Taylor&Janet Doria， 1981）比较了校际运动员的自我服

务偏差和群体服务偏差，发现群体服务偏差至少与自我服务偏差程度

相当。运动员的群体服务偏差表现为，他们更多地将群体的成功归因

于出色的群体合作，而较少将失败归因于糟糕的群体合作。

另一个群体水平的归因偏差是“外群体同质性偏差”（outgroup

homogeneity bias）。与人们总是认为自己比别人更具多样性（more

varied）一样，群体也认为他们自己的成员比其他群体的成员更具多

样性（Mullen&Hu， 1989）。例如，在一个实验中，普林斯顿大学4个

学生俱乐部的成员为他们所在群体的成员和其他3个群体的成员打分，

评定他们的人格特征，例如内向/外向、傲慢/谦逊、悠闲/紧张等等

（Jones， Wood，&Quattrone， 1981）。结果表明，无论哪个群体的

学生都把自己群体的成员评价得比其他群体成员更加多样化。

你可能会说：“他们当然会认为自己的群体更加多样化——因为

在自己所在的俱乐部里，他们认识更多的成员。”但研究结果表明，

外群体同质性偏差与学生认识的群体内和群体外成员数量无关。而

且，外群体同质性偏差也发生在那些互相之间有大量接触的群体之

间，比如女性和男性之间（Park&Rothbart， 1982）。所以，外群体

同质性偏差并不仅仅是熟悉程度不同的结果。



外群体同质性偏差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加深了刻板印象。由于外群

体成员被认为是相对同质的，所以他们的个体性往往被低估了。不幸

的是，这种倾向在国际关系中尤为普遍。例如，前苏联领导人安德罗

波夫上台时，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写道：“把这些人分为

保守派或自由派、鹰派或鸽派、斯大林主义者或非斯大林主义者都是

错误的，关键在于他们都是野蛮而且粗暴的”（Schmemann， 1985，

March 3， p. 55）。不久以后所发生的事件就证明了布热津斯基犯了

多么严重的错误。

很少有研究探讨像可得性和代表性直觉这样的直觉是否也在群体

判断中起作用。而在琳达·阿尔戈特等人（Linda Argote， Mark

Seabright，&Linda Dyer，1986）的研究中，个体被试和由五人组成

的群体解决律师—工程师问题（见第10章），研究者发现，群体比个

体更加依赖代表性直觉。斯科特·廷代尔等人（Scott Tindale，

Susan Sheffey，&Joseph Filkins， 1990）也发现，当面对类似于读

者调查中第1题这样的问题时，四人群体比个体更容易犯连词错误（使

用代表性规则的另一个结果）。

所有上述结果意味着什么呢？显然，尽管我们还需要做更多的研

究，但这些初步的发现表明，个体水平的直觉和偏差在群体决策和判

断中仍然起作用。而且，有时在群体中会出现比个体还大的偏差。以

代表性直觉为例，阿戈尔特等人（Argote， Seabright，&Dyer，

1986， p. 74）总结道：“当评定范畴内的全体成员时，群体讨论似

乎扩大了个体代表性判断的倾向。”

群体极化

群体讨论容易增强群体成员达成一致的倾向，这种现象称为“群

体 极 化 ” （ group polarization ） （ Moscovici&Zavalloni ，



1969）。首先指出这一现象的研究者是詹姆斯·斯托纳（James

Stoner， 1961），他发现，被试在参加群体讨论后，似乎更愿意提倡

和拥护冒险的行动了。斯托纳将这一变化称为“风险转移”（risky

shift）。在他的实验之后，很多研究对此进行了探索。毕竟，如果群

体极化使得群体的冒险性比个体更高，那么这一发现对国家安全、商

业和其他由群体做出重大决策的领域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大概有4/5的风险转移实验是这样进行的：首先，被试要完成一份

问卷，用于评估他们的冒险倾向。问卷通常选用由内森·科根和迈克

尔·沃勒克（Nathan Kogan&Michael Wallach， 1964）编制的“两难

选择”问题，问卷描述了12个模拟情境，情境中的主人公需要在冒险

行为和保守行为之间做出选择。例如，在一道题目中，一位45岁的会

计师要决定是冒心脏外科手术的风险还是让心脏的病情继续恶化（见

图18.1）。

在两难选择情境中，被试需要决定当成功概率达到多少时，他们

将建议主人公选择冒险行为。这次测量称为前测。然后，大约5名被试

组成一个群体，讨论这12个情境，并就每个情境的概率选择达成一致

意见。这一阶段称为操作测验。操作测验的平均分与前测平均分的差

值就是风险转移的测量值。

虽然这一范式有很多变体，但研究结果相当一致。群体讨论通常

使人们提倡更冒险的行为。但当最初的倾向是保守的时，群体讨论有

时就可能引起“保守转移”（cautious shift）。因此，很多研究者

现在采用“选择转移”（choice shift）这一更加概括的词汇来描述

这个现象。

与选择转移研究一样，群体极化研究也延伸到了冒险以外的问

题。例如，戴维·迈尔斯和乔治·毕晓普（David Myers&George

Bishop， 1970）发现，对种族问题怀有偏见的学生互相讨论了这一话



题之后，偏见变得更为强烈；而相对来说对此没有太多偏见的学生相

互讨论以后偏见更少了。类似的，迈尔斯（1975）发现，“沙文主义

者”和“女权主义者”在各自群体内讨论了女性问题以后，两者间的

分歧增大了。这类研究基于“群体构成”（group composition）范

式，即群体由具有相同倾向的人构成（这一倾向在群体讨论后得到增

强）。

图18.1　内森·科根和迈克尔·沃勒克（1964， pp.256-257）编制的两难选择问

卷中的一道题目。

另一类群体极化研究使用这样的范式：问题本身产生了一种倾

向，群体讨论使这一倾向极端化。例如，戴维·迈尔斯和马丁·卡普

兰（Martin Kaplan，1976）发现，当模拟陪审团仅得到较弱的犯罪证

据时，群体讨论使判决更轻；而当陪审团得到确凿的证据时，群体讨

论后判罪更重。可见，基于法律证据的初始倾向在经过群体讨论后极

端化了（关于群体极化及其原因的综述见Myers，1982；Myers&Lamm，

1976）。

卖马问题



“有人以60美元的价格买了一匹马，并以70美元卖出。然后，他

又花80美元钱买回了这匹马，再以90美元卖出。在这匹马的交易中，

他共赚了多少钱？”

读者调查中的第20题最早出现在诺曼·梅尔和艾伦·索利姆

（Norman Maier&Allen Solem， 1952）的经典研究中。梅尔和索利姆

发现，独自解答这个问题时，只有45％的大学生被试能够得出正确的

答案。但当学生们组成5人或6人小组时，这一比率有所提高。在领导

者不活跃的群体中（领导者仅是观察成员们的讨论），回答的正确率

是72％；而在鼓励型领导者的群体中（领导者鼓励所有成员表达想

法），正确率是84％。

为了了解一个有效的群体可能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让我们来听听

发生在梅尔和索利姆实验室中的一次假想的群体讨论吧：

温迪[群体领导]：我想这个问题可能有些迷惑性——也许不像表面上这么简单，而且

我不信任心理学家。我们每个人都来讲讲想到的答案吧，再说说为什么这个答案是对的。

贝内特：我非常肯定答案是10美元。我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假定这是股票交易。如

果我以60美元一股的价格买进并以70美元的价格卖出，那我就赚了10美元。然后，如果我改

变了主意，以80美元一股的价格买进了同一种股票，我就比卖出时的70美元多花了10美元，

把先前赚的钱亏掉了。再以90美元的价格售出让我又赚了10美元，所以我得到这个答案。

吉尔：我的答案是20美元，因为这个人第一次卖马赚了10美元，第二次又赚了10美

元。但听了贝内特的解释，我不敢肯定我的答案是对的。

温迪：不必担心你是不是对的——我们只是希望听到所有可能的答案。你呢，史蒂

文？

史蒂文：我认为正确的答案是30美元。他开始时花60美元买进，最后以90美元卖出，

那他的利润不是30美元还会是多少呢？

埃米：如果他不需要借钱的话就确实赚了30美元，但他卖马得到70美元以后，要花80

美元买回这匹马，就需要额外的10美元。这样剩下了20美元利润——30美元减去他额外借的

10美元。

温迪：这么说你同意吉尔的答案？

埃米：是的。实际上，我想这个问题之所以让人困惑，原因就在于两笔交易用的是同

一匹马。如果这道题里有两匹马，答案就很明显了。



贝内特：你的意思是？

埃米：是这样，假设他以60美元买进了A马，又以70美元卖出，他赚了多少钱？

贝内特：10美元。

埃米：现在假设他又买了第二匹马——B马——花了80美元，再以90美元的价格卖

出，他赚了多少钱？

贝内特：又是10美元。

埃米：对，所以他最后一共赚了20美元。他的利润与交易的是一匹马还是两匹马无关

——无论怎样他都赚了20美元。如果你喜欢用股票交易来想这个问题，那就假定交易的是两

种股票而不是一种。不应该认为买进第二种股票花80美元意味着亏掉10美元——卖出比买进

的价钱低才是亏了钱。

我们先听到这儿，现在请想像你就是这个群体的一名成员。埃米

总结了她的发言以后，轮到你解释你的答案。你发言结束后，整个小

组花几分钟来讨论这个问题。然后实验者询问每一名小组成员并记录

下最终答案。你可以选择是保留做读者调查时的答案还是改变答案。

你会怎样做呢？

大多数人在这样的情况下都会给出正确的答案——20美元。那些

在一开始就得出正确答案的成员在后来的讨论中很少改变想法，而其

他人通常在群体讨论后改正了答案。虽然梅尔和索利姆（1952）发

现，无论群体领导者是否活跃和具有鼓励性，群体表现都胜过个体，

但当群体领导者积极地鼓励所有成员与大家分享他们的见解时，正确

率是最高的。

当讨论开始时群体里只有一名成员持有正确答案时，鼓励型领导

者的作用是最明显的。在这样的情况下，群体中有76％的学生回答正

确，而不活跃群体中答对的比率仅为36％。这一发现与上一章的两个

结论一致：（1）避免群体盲思的最好方法是明确地鼓励成员发表不同

见解（Janis， 1982），以及（2）在这一见解正确的情况下，少数人

可显著地提升群体判断的正确率（Nemeth，1986）。



梅尔和索利姆（1952）的研究表明，开放性的讨论可大幅度提高

正确率。但在他们的实验中，如果群体中没有一个人的答案是正确

的，那么群体讨论也无济于事。开始时，在参加实验的67个群体中，

有63个群体内至少有一名成员持有正确答案，但大概有五分之一的被

试在群体讨论后仍然回答错误。埃德温·托马斯和克林顿·芬克

（Edwin Thomas&Clinton Fink， 1961）用同样的卖马问题做实验也

得到了相似的结果。在他们的研究中，群体讨论前，44个群体中有29

个群体至少有一位成员持有正确答案，但只有15个群体在讨论后达到

了全体正确。所以，群体讨论可以使正确率显著提高，但并不能保证

所有群体成员都回答正确。

人多智慧多吗

群体判断在某种程度上比个体判断更为准确，尽管并非一贯如

此。群体判断的准确性取决于很多因素，包括任务的性质和难度、群

体成员的能力、成员间的互动方式等等。里德·黑斯蒂（Reid

Hastie， 1986）发表了一篇综述，对很多影响群体判断的因素进行了

总结，并比较了群体和个体在3种不同类型判断任务中的表现：（1）

判断数量和大小，例如罐中豆粒的数量；（2）判断逻辑问题，例如卖

马问题；（3）判断一般知识性问题，例如“苦艾是一种酒还是一种宝

石？”

黑斯蒂总结出，对于数量判断，群体通常比个体稍微准确一些

（黑斯蒂估计这一差别大约是1/8个标准差）。珍妮特·斯尼泽克和贝

姬·亨利（Janet Sniezek&Becky Henry， 1989， 1990）的研究显

示，在某些情况下，群体判断的优势可能比黑斯蒂的估计数要大。他

们运用了“标准化偏差”的测量方法，发现3人群体比个体的准确性高

23％～32％——是黑斯蒂总结的研究中差别的2～3倍。



对于逻辑问题，黑斯蒂发现，群体通常比个体表现更好，但是群

体中最优秀的成员独自解决问题的结果往往好于群体整体。同样，他

总结出，在回答一般知识性问题时，群体通常比水平中等的成员表现

更好，但群体中最优秀的成员往往超过群体的成绩或与之相当。通过

总结这3种判断任务，黑斯蒂发现，群体比其水平居中的成员做出的判

断更为准确，但群体中最好的成员经常胜过群体整体。

盖尔·希尔（Gayle Hill， 1982）在一篇题为《群体与个体表

现：N＋1是否大于1？》的综述中，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在这篇文章

里，希尔总结了50年来关于个体和群体表现的研究。她不仅讨论了二

者在判断与决策上的表现，范围还涉及创造力和问题解决等方面。她

的结论是，群体通常胜过其中一般的个体，但是群体经常不如其中最

优秀的个体。希尔发现，对于容易的任务，增加群体的人数只能增加

一个人能独立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对于困难的任务，群体合作的主要

优势在于，群体成员能够汇聚所有人的资源并纠正他人的错误。

希尔还讨论了头脑风暴法。她比较了群体讨论中产生的想法和同

样多的人独自进行头脑风暴得到想法的总和。希尔发现，独自产生想

法后汇总要比群体会议更加有效。[1]她总结道，群体讨论的优越性主

要在于汇集的功能（也就是仅仅让更多的人来解决问题），而不是实

质上的群体互动。从实际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解决难题的最好方法

是让几个人独立思考问题然后汇集他们的想法。

独裁的益处

虽然群体判断往往比个体判断准确，但这种准确性部分地取决于

群体成员如何整合他们的答案（Davis， 1973）。斯尼泽克（1989）

对此进行了探讨，并发表了相关的研究报告，斯尼泽克比较了5种群体

决策技术：（1）“一致意见”（consensus），即面对面的讨论，直



到形成所有成员都接受的意见；（2）“辩证”技术，即要求群体成员

讨论可能导致判断偏差的因素；（3）“独裁者”技术（也称最佳成员

技术），即面对面的讨论选择出一位成员，他的判断代表了整个群

体；（4）“德尔菲”技术，即群体成员不直接见面，而是以某种顺序

循环匿名提供答案，直到形成一致意见或稳定看法（这一技术的优势

是避免了个别成员或对自己的判断过于自信的成员垄断讨论）；（5）

“集体”技术，即禁止群体成员有任何形式的互动，只是把成员们的

判断平均化，得到“群体”判断（在斯尼泽克的研究中，集体技术仅

是缺乏社会互动的简单汇总，因而其结果可作为准确性的基线水

平）。

每个群体由5名大学生组成，而且每个群体使用全部5种决策技

术。从集体技术开始，然后以不同顺序采用其他决策技术。学生们的

判断任务是估计一个校园商店下个月将售出多少商品，即服装、杂

志、贺卡礼品和健康美容用品的营业额各是多少。斯尼泽克用与实际

销售额的“绝对偏差”，来衡量判断准确性。

她发现，前4种技术（一致意见、辩证、独裁者、德尔菲）都比简

单汇总（集体技术）的判断准确性高，其中独裁者技术的准确性最

高，这一技术降低的绝对偏差是其他技术的3倍。有趣的是，在每个群

体中，“独裁者”最后都修改了答案使其更接近集体平均数而使偏差

值提高。也就是说，群体能够选出一个判断相当准确的独裁者，但这

位独裁者总是变得更加民主，结果反而降低了最终判断的准确性。

当然，斯尼泽克的发现仅是基于来自特定群体（大学生）的特定

人数群体（5人）解决特定的判断问题（销量预期），将独裁者技术最

优的结论推广到所有情境是不适合的。但斯尼泽克的实验表明，群体

判断的准确性部分取决于群体采用的决策规则。她的研究结果也证

明，在某些情况下，互动的群体胜过没有互动的群体。所以，至少在



有些情境中，群体的优势不仅仅在于“更多的人”而在于“更多的人

在一起工作”。

结论

由于群体表现取决于很多不同的因素，所以难以进行高度概括

（Tindale，1989）。也是出于同一原因，这些不一致的和相反的研究

结果难以综合。哪些因素引发了这些矛盾？是不同的任务，群体人

数，还是决策规则？丰富的研究反而使结果的解释更加复杂。

另外的问题是，群体决策和判断没有受到像个体决策和判断那样

的重视，尽管委员会、专家小组、董事会、陪审团和其他决策群体极

其普遍。而且，个体和群体研究之间的界限常常因群体是由个体组成

的而模糊不清。例如，研究群体归因错误的实质上是探讨个体如何对

群体进行归因。类似的，选择转移也用群体决策和个体决策的差别加

以测量，或对群体讨论前后的个体决策进行比较。只有前一个例子才

是真正的群体决策。

尽管如此，群体决策和判断的研究暂有如下结论：

很多个体水平的直觉和偏差在群体中发挥了同样的效力。

群体讨论通常会加强已有倾向。

群体通常比一般的个体表现好一些，尤其是在一名指定的领导者鼓励全体成员发表见

解的情况下。

群体中最好的成员通常比群体表现更好（有时可使用独裁者决策技术来利用这一

点）。

几个人独自使用头脑风暴法比群体会议更为有效。

上述结论都得到了大量研究的支持，但由于群体表现受多种因素

影响，在特定情境中应用这些一般性的结论仍需多加考虑。尽管决策

者经常通过会竭尽所能，但合作并不一定是成功的保证。



[1]尽管希尔没有明确指出这一可能性，但社会性懈怠可能部分地导致了这一结果。伊莉莎白·韦尔登

和吉纳·加格诺（Elizabeth Weldon&Gina Gargano， 1985， 1988）发现，当人们一起解决复杂的判

断任务时，会出现社会性懈怠现象。



第六部分　常见陷阱
本书的这一部分关注困扰决策者的三个常见问题。第19章探讨过度自信的问题，第20

章讨论自我实现的预言，而第21章分析了一种被称做“行为陷阱”的特殊情境。同时每一章

还提供了如何在实践中避免出现这些问题的技巧。

第19章　过度自信

这里发生泄漏的几率是一万年都难遇的。

——乌克兰能源与电气大臣Vitali Skylarov在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
发生前2个月这样说道

（引自Rylsky， 1986年2月） 　　　　　　　　　　　　　

在人们的决策中，过度自信是一个最为普遍的问题，其所带来的

潜在破坏性也是最大的。正如欧文·贾尼斯（1982）在他对群体盲思

所进行的研究中提到的那样，美国人的过度自信使日本人在二战期间

成功偷袭了珍珠港。同样，在美国的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的灾难

中，过度自信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第25次发

射之前，美国宇航局（NASA）的官员对飞行风险的估计是十万分之一

（Feynman， 1998， 2）。这样的风险估计大致等于航天飞机在三百

年的时间内每天发射，也只可能产生一次事故。

约瑟夫·基德的例子

美国宇航局真的是对成功过分自信？还是仅仅需要看上去很自

信？因为在这样的情境中，自信的程度是很难测量的，因此有关过度

自信的最具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自严格控制的实验中。



最早也是最著名的三个实验是由斯图尔特·奥斯坎普（Stuart

Oskamp）在1965年完成的。奥斯坎普要求8位临床心理学家、18位心理

学专业的研究生以及6位心理学专业的本科生阅读一个有关“约瑟夫·

基德”的个案研究。约瑟夫·基德是一位29岁的男子，曾经经历过

“青春期失调综合症”。这个个案被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

他是一个退伍的老兵，现在在一个花艺工作室做商业助理，第二部分

介绍了基德12岁以前的童年时代，第三部分介绍了基德的中学和大学

生涯，第四部分介绍了他服役的经历以及往后的生活。

参与实验的人在读完每一段故事之后都要回答一系列相同的问

题。这些问题都来自个案，但是要求被试基于这样的信息对基德的人

格形成一个临床判断。问题通常有五个迫选的备选答案，并且在每个

项目之后，被试要估计他们的答案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这些信心

的评分从20％（在准确度的机遇水平之外，毫无信心）到100％（完全

确信）。

有些令人惊奇的是，心理学家、研究生和本科生之间的评分并没

有显著差异，所以奥斯坎普将三个群体合并到一起来对结果进行分

析。他发现信心随着被试阅读的信息量的增大而增长，但是准确度却

并非如此。

在阅读完个案研究的第一部分之后，被试正确回答了26％的题目

（稍高于机遇水平的期望值），并且他们的平均信心得分为33％。这

些数字显示出了相当接近的一致性。然而，当被试阅读了更多的信息

时，信心与准确度之间的差距增大了（见图19.1）。被试阅读的材料

越多，他们就会变得越自信——即使准确度并没有随着增加的信息而

显著增长。在他们读完个案研究的第四部分之后，在奥斯坎普的被试

中，有超过90％的人对于他们的回答过于自信。



该实验进行之后的若干年里，已经有一系列研究发现人们往往对

他们的判断过于自信，特别是当他们难于做出准确判断的时候。比如

说，利希滕斯坦和菲什霍夫（1977）进行了一系列实验并发现人们对

自己的正确性有65％～70％的信心，但实际上他们只有50％的时候是

正确的。

在第一个实验中，利希滕斯坦和菲什霍夫要求人们判断12个儿童

的图画是来自欧洲还是亚洲，并且估计每一次判断正确的可能性。尽

管仅仅有53％的判断正确（非常接近随机水平），可是平均的信心评

分却达到了68％。

图19.1　斯图尔特·奥斯坎普（1965）发现当被试阅读了更多的信息时，他们估计

的准确度（自信心）与实际的准确度之间的差异就越大。



在另一个实验中，利希滕斯坦和菲什霍夫给人们呈现了12只股票

的市场报告，并请他们来预测在给定的时间段内这些股票将会看涨还

是看跌。他们再一次发现，尽管这些预测只有47％是正确的（稍低于

预期的机遇水平），但平均的信心评分达到了65％。

又完成了几个研究之后，对于在两可判断中准确度和信心之间的

对应关系，利希滕斯坦和菲什霍夫得出了如下结论：

当准确度接近机遇水平时过度自信达到最大。

当准确度从50％增加到80％时，过度自信会随之减少；当准确度超过80％时，人们通

常会变得不自信。换句话讲，在准确度达到80％左右时，准确度和信心之间的差距最小，当

准确度偏离这一水平时差距会逐渐变大。

准确度与信心之间的分离与决策者的智商水平无关。

对于该研究的早期批评认为，产生这些结果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

由于实验者总是询问人们一些晦涩或琐碎的问题，但近期的研究已经

在一些更为普遍的判断上重复得到了利希滕斯坦和菲什霍夫的发现。

举例来说，在一系列包含多于10000个独立判断的实验中，李·罗斯和

他的同事发现，当要求被试对他们自己的行为以及他人行为进行预测

时，人们表现出了大约10％～15％的过度自信（Dunning， Griffin，

Milojkovic，&Ross， 1990；Vallone， Griffin， Lin，&Ross，

1990）。

这并不是说人们总是过度自信的。戴维·罗尼斯和弗兰克·耶茨

（David Ronis&Frank Yates， 1987）发现，过度自信部分取决于信

心的评分如何得出以及决策者做出了何种类型的判断（一般知识性题

目似乎会导致相对较高程度的过度自信）。同样有一些证据表明，桥

牌高手、专业赌徒以及国家气象台的预报员——他们在做出判断后都

会收到有规律的反馈——表现出较少或没有表现出过度自信（Keren，

1987；Lichtenstein ，  Fischhoff ， &Phillips ，  1982；



Murphy&Brown， 1984；Murphy&Winkler， 1984）。不过，研究结果

表明，就大部分人而言，过度自信现象是普遍存在的。

极度自信

如果人们确信答案正确又会怎样？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正确的几率

有多大？1977年，菲什霍夫、斯洛维奇和利希滕斯坦实施了一系列实

验来考察这个问题。在第一个实验中，被试回答了大量一般知识性问

题并且估计了答案正确的可能性。比如说，他们回答了苦艾

（absinthe）是一种利口酒（liqueur）还是一种宝石，并且要在一

个.50～1.00的量表上估计信心程度（这个问题作为读者调查中的第21

题出现）。然后，实验者检验了那些被试们完全确信是正确回答的准

确度。

他们发现，当被试报告百分之百确信自己的答案时，他们的正确

率往往只有70％～85％。你对自己在第21题上的回答有多大信心？正

确答案为苦艾是一种利口酒，然而很多人将它与一种被称做紫水晶

（amethyst）的宝石相混淆。

为了确保该结果不是由于对概率的误解所致，菲什零夫、斯洛维

奇和利希滕斯坦（1977）再次进行了一个实验，这一次，信心大小取

决于回答正确的可能性与不正确的可能性之间的比率（比如2∶1，

3∶1等）。这样，被试可以采用3∶1的正确可能性来表达自己的信

心，而无需借助概率性的75％。

菲什霍夫、斯洛维奇和利希滕斯坦（1977）发现，当信心估计大

约为3∶1时，信心与准确度相当一致，可当信心从3∶1提高到100∶1

时，准确度却没有明显提高。当人们将正确的比率设为100∶1时，他

们实际上只有73％的时间是正确的。即使当人们将正确的比率设为



10000∶1～1000000∶1时——表示完全确信——他们也仅有85％～

90％的正确率（本应该相应给出6∶1～9∶1的信心评分）。[1]

最后，菲什霍夫、斯洛维奇和利希滕斯坦（1977）将实验重复了

三次，将其作为一项附加检验以确保被试理解并且认真执行了任务。

在一次重复中，比率和概率之间的关系在20分钟的发言中被加以详细

解释。被试们得到一张说明各种比率估计与概率之间对应关系的图

表，并且他们被告知使用比率评分来表达不确定性的微妙之处（特别

强调了如何使用1∶1和2∶1之间的比率来表达不确定性）。然而，即

便如此，被试还是对他们的答案表现出了毫无根据的信心。当实际比

率大约为4∶1的时候，他们至少给出了50∶1的比率；当他们应该给出

5∶1的比率时，他们却给出了1000∶1的比率。

在另一次重复实验中，研究者询问被试是否会接受一项金钱上的

赌博，这项赌博基于被试认为正确比率为50∶1或更高的那些题目答案

的准确度。在42名被试中，有39名愿意参与这项赌博——尽管他们的

过度自信将导致总共140多美元的损失。在最后一次重复实验中，菲什

霍夫、斯洛维奇和利希滕斯坦（1977）实际是让被试们进行了一次赌

博。在该研究中，19名被试中的13名同意以他们答案的准确度来进行

赌博，然而在他们认为正确比率为50∶1或更高的那些问题中，12％的

回答是错误的（并且如果实验者不加以免除，所有人都会损失1美元至

11美元不等）。这些结果表明：（1）当人们真正确信自己是正确的时

候他们仍然是过度自信的，（2）并不完全是由于漫不经心地执行任务

或错误理解如何评价信心而导致过度自信。事实上，琼·西伯（Joan

Sieber，1974）发现，希望表现出色的动机越强烈，过度自信也会随

之而增长。

当过度自信变成一种严重的错误



当处在较之几美元更为利害攸关的时刻人们还会过度自信吗？尽

管道德上的考虑明显限制了实验室中可以考察的范围，但至少有一条

证据提醒我们，即使在人们的生命处在安危未定的时刻过度自信依然

存在。这一证据来自对死刑的研究。

在一次对冤案的全面回顾中，雨果·贝多和迈克尔·拉德莱

（Hugo Bedau&Michael Radelet， 1987）找到了350个有文件备案的

实例，这些实例中无罪的被告都被判定在美国有重大的或潜在重大的

罪行——即使被告被判断为“罪行在合理怀疑范围之外”。其中有五

个案件，判决之前就已经及时发现了错误。但其他的被告就没有这么

幸运了：67人被判处25年以下的监禁，139人被判处终身监禁（25年或

更长），并且有139人被判处死刑。在贝多和拉德莱发表评论的时候，

已经有23例死刑被执行。

校准

“校准”是指信心与准确度的匹配程度。在给定的信心水平上，

并且当所有判断中准确判断的比例与判断正确的期望概率相一致时，

决策者就获得了最佳的校准。换句话说，认为正确可能性为90％的判

断中有90％是正确的，认为正确可能性为80％的判断中有80％是正确

的，依此类推。

当个体的判断被单独考虑时，就没有什么办法来校准了。一个在

读者调查中对第21题回答了“.70”的决策者如何进行好的校准？仅有

的一个评估校准的可靠方法，那就是在大量判断中将准确性和信心加

以比较（Lichtenstein，Fischhoff，&Phillips， 1982）。

正如有许多种方法测量信心一样，我们有几种用以评估校准的技

术。一种方法就是简单地计算平均信心得分与全部准确判断所占比例



之间的差异。举例来说，决策者可能在一组一般知识条目上具有平均

80％的信心，但是他可能只有60％的回答是正确的。这样一位决策者

就是过度自信了20个百分点。

尽管这种测量校准的方法非常方便，但它有时候却可能导致错

误，比如，考虑一名整体准确率和平均信心得分都是80％的决策者。

这个人是否达到了完美的校准呢？并非如此。这个人可能在一半题目

的判断上抱有60％的信心而在其他题目上抱有100％的信心（平均起来

达到了80％的信心），并且在两种信心水平上都达到了80％的准确

度。这样的人在60％确定的时候信心不足，而在100％确定的时候又显

得过于自信。

一个更为简洁的方法是在不同自信水平下检验准确性。当对准确

度在不同的自信水平下进行单独计算时，可以创建一条“校准曲

线”，其横轴代表信心，纵轴代表准确度。图19.2包含了两条校准曲

线——一条表示天气预报员关于降雨量的预测，另一条表示医生对于

肺炎的诊断。正如你所看到的，天气预报员几乎完美地实现了校准；

平均看来他们的预测非常接近实际的天气（与人们通常的观点恰恰相

反！）。而内科医生的校准程度则很糟糕；他们的大多数预测都在对

角线以下，说明他们过度自信。

还有其他的方法来评估校准，其中一些借助了复杂的数学工具。

举例来说，最常用的方法之一是计算一个叫做“Brier分数”（以统计

学家Glenn Brier的名字命名）的数字。Brier分数可以被分割为三个

成分，其中之一就对应于校准。Brier分数中的校准成分是每个类目下

正确率和与该类目存在关联的概率之间的均方差的加权平均值（关于

该技术中校准方面的详细介绍，见Yates，1990）。



图19.2　本图包含了天气预报员关于降雨量的预测矫正曲线（空心圆点），以及医

生对于肺炎的诊断的矫正曲线（实心圆点）。天气预报员几乎完美地实现了校准，

但是内科医生的校准表现出了很明显的过度自信现象（毫无根据地认为病人得了肺

炎）。天气预报员的数据来自Allan Murphy和Robert Winkler（1984）的一份报

告，内科医生的数据来自于Jay Christens-en-Szalanski和James

Bushyhead（1981）的一个研究。

一种最有意思的校准测量方法被称做“惊奇指数”（surprise

index）。惊奇指数被用来对未知数量进行区间判断。举例来说，假定

你对读者调查第12题的回答是在一英尺和一英里之间，并对此抱有

90％的信心（见读者调查第12b题来了解你真正的90％置信区间）。因

为正确答案实际上应当大于一英里，所以这个答案被记做“一个惊

奇”。惊奇指数其实就是置信区间之外的判断所占的百分比。



在一篇关于校准研究的主要论述中，利希滕斯坦、菲什霍夫和劳

伦斯·菲利普斯（1982）进行了几项研究，这些研究要求被试给出

98％的置信区间（如，一些区间有98％的机会包含正确回答）。每个

研究中，惊奇指数都超过了2％。将所有信息可用的实验数据加以平均

——总共接近15000次判断——惊奇指数达到了32％。换句话讲，当被

试98％确信一个区间包含了正确答案时，他们做到了68％正确。过度

自信再一次被证明是一种规律而非例外。

你过度自信吗？爱德华·拉索和保罗·休梅克（1989）开发了一

套自测题目来测量一般知识问题上的过度自信（见图19.3）。尽管一

次全面的校准评估需要大量的判断，但该测验能够给你提供一个粗略

的反馈，使你了解自己在某个信心水平上对一般知识问题的惊奇指

数。拉索和休梅克对1000多人实施了该测验，发现只有不超过1％的人

正确回答了9道或更多的题目。大多数人答错了4～7道题目（惊奇指数

为40％～70％），反映出了过度自信的基本程度。



图19.3　本测验将使你们了解到你们对于一般性知识是否存在过度自信的情况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from Rosso&Schoemaker， 1989）。

信心与准确度之间的相关

尽管会过度自信，但信心与准确度存在相关还是有可能的。举一

个例子，假定一名决策者在70％自信的情况下具有50％的准确度，在

80％自信的情况下具有60％的准确度，在90％自信的情况下具有70％

的准确度。在这样一个例子中，信心与准确度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

系，尽管这个决策者一直表现出20％的过度自信。

那么问题出现了，信心与准确度之间存在相关吗——如果不考虑

决策者是否过度自信的话。如果当准确度提高时信心评分也增加的

话，准确度就能够通过决策者的自信程度而得以预测。如果不是这

样，信心就是一个准确度的错误指标。

很多研究都已经考察了这一问题，并且结果往往显示信心与准确

度之间并不存在什么关系。为了加以说明，考虑下面两个关于军队历

史的问题：

问题1：一个距离超级强国A并不太远的国家政府，在讨论过其政

党体系的某些变化之后，开始拓展其与超级强国B之间的贸易。为了扭

转该国政府及其贸易中的变化，超级强国A向该国派出了军队并且武装

支持原来的政府。谁是超级强国A——美国还是前苏联？你对于自己答

案的正确性有多大信心？

问题2：20世纪60年代，超级强国A对其边境的一个小国发动了一

场突然袭击，目的是推翻当时掌权的政府。这次侵略行动以失败告

终，并且多数侵略士兵被击毙或者囚禁。谁是超级强国A？并且再次回

答，你对自己的答案有多确定？



这些问题在读者调查中作为第9题和第10题出现。如果在第一个问

题中你猜是前苏联，并且在第二个问题中选择了美国，那么两道题目

你都回答正确了。第一个问题描述的是1968年前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

克，而第二个问题描述的是美国入侵古巴的猪湾。大多数人至少答错

了其中一个问题，不管他们感到有多么自信。

在《今日心理学》（Psychology Today）1984年11月那一期里，菲

利普·津巴多和普劳斯发表了包括这两个问题以及各种有关强权国家

冲突在内的一份读者调查的结果。该调查包含了10个关于美国及前苏

联的事件、声明或政策方面的描述，而在每个描述中，所有能够识别

出美国和前苏联的标志都被删除了。读者的任务就是判断超级强国A是

美国还是前苏联，并在一个9点量表上标出他们对每一个回答的信心有

多大。

基于对3500人的调查，我们能够得出两点结论。首先，答题者并

不能够将美国和前苏联的军事行动区分开。即使他们仅仅通过抛硬币

就可以平均正确回答10道题目中的5道，《今日心理学》的读者们（比

一般公众更多地参与政治并接受过更好的教育）的总体平均值为4.9道

题目正确。仅有54％的答题者正确地指出前苏联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的超级强国A，并且25％的答题者误认为是前苏联而非美国发动了猪湾

侵略。这些发现说明美国人之所以谴责前苏联的行动和政策，很大程

度上是因为他们是“苏维埃”，而不是因为他们与美国的行动和政策

存在根本的区别。

我们发现的第二个结论是：人们的信心评分实际上与他们的准确

度并无联系（每一名答题者信心与准确度的平均相关仅有.08，接近

零）。总体而言，答对了9或10道题的人并不比那些成绩较差的答题者

具备更强的信心，并且高信心的答题者与低信心的答题者得分基本相

同。



这并不意味着信心评分是随机得到的；高信心的答题者在一些方

面还是表现出了与众不同之处。即使一般性样本中两性比例十分均

衡，在全部的高信心答题者（比如那些在9点的信心量表上平均分达到

8以上的人）中，却有2/3是男性，而且80％的年龄在30岁以上。高信

心答题者增加国防开支的意愿是低信心答题者的两倍，同时高信心答

题者对前苏联政府的不信任程度也是低信心答题者的两倍。这些答题

者在调查中达到的平均成绩为5.1道题目正确——几乎就是机遇反应的

期望值。因此，高信心的答题者难以将美国和前苏联的军事行动区分

开来，但是他们对于这种错误知觉的区分非常自信并倡导增加国防开

支。

正如前面所谈及的，许多其他的研究发现了在信心与准确度之间

只有很小的相关或根本没有相关（Paese&Sniezek， 1991；Ryback，

1967；Sniezek&Henry ，  1989 ，  1990；Sniezek ，  Paese ，

&Switzer， 1990）。这种一般性的模式在关于目击者证词的研究中表

现得更为突出。总体而言，这些研究表明目击者对其证词所持的信心

与证词的实际准确程度并无太大联系（Brown， Deffenbacher，

&Sturgill，  1977；Clifford&Scott，  1978；Leippe，  Wells，

&Ostrom， 1978）。肯尼思·德芬巴赫（Kenneth Deffenbacher，

1980）曾经发表了一篇包含43个独立研究结果的综述文章，这些研究

考察了在目击证人身上存在的准确度和信心之间的关系，他发现在2/3

的“法庭相关”研究（如，在这些研究中，被试在观看一起事先策划

好的模拟犯罪之前并未得到任何说明）中，信心与准确度之间存在并

不显著的正性相关。这些研究发现使得《目击者证词》的作者伊莉莎

白·洛夫特斯（Elizabeth Loftus， 1979， p. 101）警告说：“人

们不能过于自信地为任何事情提供任何绝对的担保。”

在临床研究中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在最初一项探讨该话题的实

验中，路易斯·戈德堡（Lewis Goldberg， 1959）在临床诊断中评估



了信心和准确度之间的相关性。戈德堡所感兴趣的是临床医生是否能

通过Bender-Gestalt测验（一项被广泛用来诊断脑损伤的测验）来准

确探测出器质性的脑损伤。他给4名有经验的临床心理学家、10名临床

实习生、8名非心理学家（秘书）呈现了30个不同的测验结果。这些结

果中的一半来自于脑损伤病人，另一半来自无器质性问题的精神科病

人。被试要做出判断来指明每个病人是“器质性的”还是“非器质性

的”，并在一个标有“断定的”、“相当确定的”、“这样认为”、

“可能”或“瞎猜”的评价量表上指出他们的自信程度。

戈德堡发现了两个令人惊讶的结果。首先，全部三组判断者——

有经验的临床医生，临床实习生以及非心理学家——都正确地对65％

～70％的病人进行了分类。不存在基于临床经验的差别；秘书们表现

得同那些具有4～10年临床经验的心理学家们一样好。其次，在个体诊

断准确性和信心程度之间并没有显著的关系。判断者们在错误诊断的

病例上所持有的信心通常与正确诊断的病例一样。后续研究也已经发

现在癌症、肺炎的诊断过程中存在错误的校准（见图19.2），还包括

其他一些严重的医学问题（Centor， Dalton，&Yates， 1984；

Christensen-Szalanski&Bushyhead， 1981；Wallsten， 1981）。

如何才能减少过度自信

在两个考察如何改进校准的实验中，利希滕斯坦和菲什霍夫

（1980）发现，在进行200次判断并得到集中的表现反馈之后，一开始

过度自信的人能够学会更好地进行校准。同样，哈尔·阿克斯（Hal

Arkes）和他的助手们发现在呈现五个富有迷惑性的难题之后，通过给

被试提供反馈可以消除过度自信（Arkes， Christensen， Lai，

&Blumer， 1987）。这些研究表明过度自信可以被消除，尽管它们的

实用价值还比较有限。很少有人会因为希望能够更好地进行校准而接

受特殊训练。



有用的是一项能够使决策者便于“携带”至各种决策中并加以利

用的技术——重量轻、持久性强，并且易于在一系列环境下加以运

用。的确，我们好像有一项这样的技术。最有效的改进校准的方法看

起来非常简单：

停下来思考一下为什么你的判断可能是错误的。

阿舍·科莱特（Asher Koriat），利希滕斯坦和菲什霍夫

（1980）最先证明了这项技术的价值。在他们的研究中，被试回答了

两组二选一的一般知识性问题，第一组呈现控制条件的指导语，第二

组呈现原因条件的指导语。在控制条件下，被试选择一个答案并估计

回答正确的可能性（在.50和1.00之间）。在原因条件下，被试选择答

案之前需要为每个备选答案列出支持以及反对的理由。

科莱特、利希滕斯坦，以及菲什霍夫发现在控制条件的指导语

下，被试表现出了典型的过度自信，但是在列出正反两方面理由之

后，他们表现出了非常好的校准（与利希滕斯坦和菲什霍夫研究中那

些被提供了集中反馈信息的被试大致相当）。在为每个备选答案列出

支持以及反对的理由之后，被试变得不那么自信了，（主要是因为他

们更多地使用.50而较少使用1.00了）并且准确度更高了（大概是因为

他们对于自己的回答投入了更多的思考）。

在接下来的实验里，科莱特、利希滕斯坦和菲什霍夫发现，本质

上并不是因为支持的理由导致了校准的改善；而是反对的理由使然。

当被试列出理由支持他们所偏好的答案之后，过度自信并没有降低。

而当被试思考他们偏好的答案如何可能是错误的时候，校准才会得到

改善。尽管这些发现可能部分是由于“社会需要特征（social demand

characteristics）”的存在（如，被试感觉指导语暗示他们降低信心

水平），但其他研究也证实了反对理由能够改善校准水平（如Hoch，

1985）。



图19.4　从多个角度进行考虑的困难性。（Calvin and Hobbes Copyright 1990

Watterson. Dist By Universal Press Syndicate.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All rights reserred.）

这些结果回顾了第3章讨论过的保罗·斯洛维奇和菲什霍夫

（1977）的研究，在那个研究中，当被试思考为什么一些实验结果与

他们所设想的有所不同的时候，后见之明的偏差（hindsight

biases）减少了。从斯洛维奇和菲什霍夫的研究开始，有几个实验都

已经解释了如何通过考虑其他结果或答案的可能性来减少各种判断上



的偏差（Griffin， Dunning，&Ross， 1990；Hoch， 1985；Lord，

Lepper，&Preston， 1984）。

正如查尔斯·洛德，马克·莱珀和伊莉莎白·普雷斯顿（Charles

Lord，Mark Lepper，&Elizabeth Preston， 1984， p. 1239）所指

出的：“人们对于相反的可能性存在盲点，这种观察由来已久。在

1620年，培根曾经写下‘肯定比否定能够激起更多的感动和兴奋是人

类智力中特殊并且永恒的错误。’”在第20章，这个盲点——以及它

所带来的某些后果——将会被详细探讨。

结论

对过度自信进行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在大多数研究中，平均信心

水平从没有超过准确度10～20个百分点以上。因此，只要决策者对自

己判断的正确性不是非常确定，过度自信就不会成为一种灾难。与航

天飞机的空间探索相似，最具破坏性的错误校准形式是不恰当的确

信。

总之，本章的研究为我们提出了几条应对错误校准的策略：

√首先，你可能会希望标记出那些需要特别考虑的判断。当判断

难于做出或极端自信的时候过度自信达到最强。在这样的情况下，谨

慎前行非常必要。

√其次，你可能会希望“重新校准”你非常自信的判断以及其他

人的判断。正如利希滕斯坦和菲什霍夫（1977）所观察到的，如果一

个决策者抱有90％的信心而只有70％～75％的准确度，最好的办法可

能就是将“90％的信心”看做“70％～75％的信心”。



√同样，你可能会希望将具有“百分之百信心”的判断自动转变

为较低程度的信心。百分之百的信心在预测人们如何行动的时候显得

尤其没有根据（ Dunning ，  Griffin ，  Milojkovic ， &Ross ，

1990）。

√最重要的是，如果你对某个答案感到极度自信，思考一下另外

一个答案可能正确的原因。尽管你可能不会改变想法，但是你的判断

却可能会得到更好的校准。

第20章　自我实现的预言

假如图20.1中的每张卡片都是一面有数字而另一面有字母，并且

有人告诉你：“如果某张卡片的一面是一个元音字母，那么它的另一

面就是一个偶数。”你需要翻开哪些卡片来判断这个人是不是在撒

谎？（见你对读者调查第39题的回答。）

当彼得·沃森和菲尔·约翰森-莱尔德（Peter Wason&Phil

JohnsonLaird， 1972）将这种类型的题目[2]呈现给128名大学生时，

他们发现“E和4”是最为常见的回答（59名学生这样选择），而“E”

是其次最为常见的回答（42名学生这样选择）。换句话说，大多数学

生选择了那些翻过来就能够证实那条陈述的卡片。仅有5名学生给出了

正确答案：“E和7”。

如果这个答案看起来难以理解，就试着这样考虑问题。要检验的

规则是“如果是元音字母，那么就是偶数”，或者更为基本，“如果

X，那么Y”。证明一个“如果……就”类型的陈述错误惟一的办法就

是找到一个“是X而不是Y”的例子（比如，元音和奇数）。因此，仅

有的能够证伪的方法就是，找出那些具有元音字母和奇数的卡片（“E

和7”）。而具有偶数或辅音字母的卡片并不重要。



图20.1

尽管看起来简单，这个问题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却是极其困难的。

罗宾·道斯（Robin Dawes， 1975）甚至发现五名“最受尊敬的”的

研究数理的心理学家中有四位都不能解决这一问题。本章的焦点就在

于为什么这样的问题如此困难，以及它能够给决策者带来什么启示。

再次猜猜看

“你将得到三个数字，它们符合我头脑中的一个简单规则。这一规则关注的是任意三

个数字之间的关系，而与数字本身的绝对大小无关，比如它不是那种类似于‘所有数字都大

于（或小于）50’的规则，等等。



你的目标是通过写出由三个数字组成的若干组数字组来发现这个规则……在你写下每

组数字之后，我会告诉你这些数字是否符合这一规则……

没有时间限制，但你应该通过尽量少的数字组来发现它。

记住你的目标不是简单地找出符合这一规则的数字，而是发现规则本身。当你非常自

信地认为自己已经发现了这个规则时，不要过于匆忙，将它写下来……有什么问题吗？”

在检验假设的实验中，沃森（1960）将这些指导语——以及一组

范例数字2，4，6——呈现给29名大学生。他头脑中的规则一直是“三

个数字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排列”，但是他发现只有六名被试第一次

回答就正确说出了这条规则。作为粗略的解释，下面列出了一名典型

被试的手稿：

被试4（一名19岁的女性）：8， 10， 12。

主试：那些数字符合规则。

被试：14， 16， 18。

主试：那些数字符合规则。

被试：20，22，24。

主试：那些数字符合规则。

被试：1， 3， 5。

主试：那些数字符合规则。

被试：规则就是以任意一个数字开头，然后每次加上2来得到下一个数字。

主试：那不是正确的规则。请继续……

与四卡片问题一样，沃森发现被试总是更多地去证实规则（如8，

10， 12）而不是证伪规则（如12， 10， 8）。这种倾向被称做“证

实偏好”（confirmation bias）。尽管“证实偏好”已经成为了一个

万能词组（Fischhoff&BeythMarom， 1983），它还是经常被用来表示

决策者偏好与假设一致的信息，而不是那些不一致的信息。

在一项关于人们如何检验假设（预感、规则、理论等等）的深入

分析中，乔希·克莱曼（Josh Klayman）和Young-Won Ha（1987，



pp. 220）认为证实偏好是“正性实验策略”（positive test

strategy）的结果，这是一种有用的直觉，但是它“就像任何通用直

觉一样……并不总是最优的，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导致非常严重的困

难。”在第15章已经讨论了一组困难——当决策者主要关注于正性的

共生事件时，由共变评估所产生出来的问题（比如，Jan Smedslund所

做的护士研究，1963）。下一部分将给出另外一个例子。

自身永存的社会信念

1979年，马克·斯奈德和南茜·坎托（Mark Snyder&Nancy

Cantor）发表了三个关于社会知觉中证实偏好的实验。第一个实验

中，所有被试都得到了一位名叫简的女子的例子——她在一些情况下

会表现得很外向而在其他情况下却表现得较为内向。举例来说，简在

慢跑的时候会与陌生人自由交谈，但在超市里面她会感到害羞和胆

小。阅读这个例子两天以后，被试会被要求评估两个命题：（1）简非

常适合一个通常与外向性相联系的工作（房地产销售），或者（2）简

非常适合一个与内向性相联系的工作（图书馆研究员）。一些被试被

告知简正在申请这份工作，而另一些被告知她已经获得了这个工作。

简单而言，我们将关注那些认为她正在申请这份工作的被试。

要判断简是否非常适合这项工作，以及她将会有多适合这个工

作，这些被试需要列出与事例相关的所有依据。斯奈德和坎托发现，

那些考虑简在申请房地产销售工作的被试往往列出她的外向性作为相

关依据，而那些考虑简在申请图书馆研究员工作的被试往往列出她的

内向性作为相关依据。换句话说，两种条件下的被试都把“证实”性

证据看得比“证伪”性证据更有关联性。此外，这种证实偏好与人们

对于简在所考虑工作上的适合性所做出的判断有关。被试越喜欢证实

性的证据，他们就会认为简越适合——无论她申请什么职位。



第二个实验基本重复了第一个实验，但是有几处小的改动（如：

将“非常适合”一词改为“适合性”来避免过于强调证实性）。而在

第三个实验中，被试只需要列出他们想要了解一个工作候选者的哪些

方面，从而来评估这个人有多适合房地产销售或图书馆研究员的工

作。和前面一样，证实性的信息比证伪性的信息出现得更加频繁。比

如，当考虑那些房地产销售工作的申请者时，被试提问“这名申请者

待人友好吗？”比“这名候选者有多害羞？”的频率高得多。马克·

斯奈德和威廉·斯旺（William Swann）（1978）所做的几个实验也获

得了类似的结果。

这些结果带给我们的启示可以很好地拓展到职业领域之外。斯奈

德和斯旺（1978， pp. 1211-1212）观察到：

【人们】可以为自己创造一个这样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假设会变成自我验证性的

假设，并且信念会变成自身永存的信念……从这个观点出发，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如此多关于

他人的普遍信念（特别突出的是，明显错误的社会及文化刻板印象）会非常难以改变。即使

一个人将要对这些信念产生足够的怀疑并主动地对它们进行验证，他仍然可能会“找到”那

些他需要用来证实及坚持这些信念所需要的全部证据。这样，最终这个人将会持有一种安全

的（但是毫无根据的）感觉，即这些信念一定是正确的，因为它们通过了十分恰当和精确的

评估过程。

皮格马利翁效应

按照人们应该成为的样子去对待他们，并且你要帮助他们变成他们能够成为的样子。

——歌德（cited in Peter， 1977）

“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一词在1948

年由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提出。用默顿的话说（1948，

pp. 195-196）：“起初，自我实现的预言是指对情况的错误定义引发

了一种新行为，这种新行为使得最初的错误概念变为了真实的。自我

实现预言的外在效果是使得错误的盛行得以延续。因为预言者会引用



真实的事件进程来证明他从一开始就是正确的……这就是社会逻辑的

反常之处。”简言之，自我实现的预言是错误的概念，但它们是那种

最终被证明是正确的错误概念。

在1968年，罗森塔尔和雅格布森发表了当前在自我实现预言方面

最为著名的研究。在该研究中，小学教师得到了关于自己学生的一些

诊断性信息，这些信息暗示，占总数20％的学生将会在未来的学业中

获得巨大发展。在8个月以后的IQ测试中，这些学生的成绩确实比其他

学生长进得快。

这一发现值得关注是在于，这些高成就者是随机选出的。显然，

教师给予了这些“巨大发展者”更多的赞扬和关注，这样导致的结果

就是，这些学生确实比其他人发展得更好。罗森塔尔和雅格布森将这

种现象称为“皮格马利翁效应”（来自萧伯纳的戏剧《皮格马利

翁》，剧中希金斯教授通过教给一个卖花姑娘如何着装和说话，使她

真正变成了一位“淑女”）。

从罗森塔尔和雅格布森的研究开始，已经有400多个实验对人际期

望的自我实现性质进行了探讨，并有超过100个实验专门对教师期望的

效果进行了检验（Brophy， 1983；Jussim， 1986；Rosenthal，

1987， December）。总之，这些研究表明，尽管效果经常是中等程度

的，但教师期望对学生的表现具有重要影响（Brophy， 1983）。有趣

的是，同样有“学生皮格马利翁”的证据存在。罗伯特·费尔德曼

（Robert Feldman）及其同事发现，学生的期望——既对于他们自己

的表现也对于他们老师的表现的期望——能够影响师生关系和学生的

表现，且影响程度并不亚于教师的期望（Feldman&Prohaska， 1979；

Feldman&Theiss， 1982）。

在男人们的头脑里



尽管罗森塔尔和雅格布森（1968）探讨的是师生之间的互动，皮

格马利翁效应却并不仅仅局限于教室之内。对于皮格马利翁效应最富

戏剧性的描述之一就是马克·斯奈德、伊莉莎白·坦克（Elizabeth

Tanke）和埃伦·伯奇德（Ellen Berscheid）（1977）所做的研究，

该研究探讨了男人对女人吸引力的刻板印象是如何能够自我实现的。

实验的第一部分，在通过电话相互认识的过程中，随机配对的男

性和女性被录下了十分钟的对话。然而，女性被试所不知道的是，实

验者已经事先告知男性被试“实验中的其他人已经告诉我们，当头脑

中形成了交谈者的形象时他们会感觉更舒服。”于是男人们用一次性

成像的相机照了相，并得到了一张女性的快照（表面上是他们的搭

档）。事实上，这些快照是从事先准备好的八张照片中随机选择的。

这些照片中有四张是那些被评定为具有高吸引力的女性，有四张是被

评定为没有吸引力的女性。这样就引导男性被试相信他们的搭档是外

表吸引人的还是外表没有吸引力的。男性被试的快照被丢弃在了一

旁，女性被试根本没有得到任何可以形成头脑图像的信息。

在相识谈话之后，每个男性被试完成了一份问卷，内容是关于他

对与其谈话的女性的印象。问卷中包括了很多与一个有吸引力的人有

关的刻板印象特征——善于交际、镇定、幽默等等。结果并不出人意

料，与那些认为交谈同伴没有吸引力的男性相比，认为交谈同伴外表

吸引人的男性在随后的评定中，认为同伴更加亲切、镇定、幽默以及

善于社交。这是在第4章所讨论过的晕轮效应的一个例子。

更为重要的是几名独立评分者所做出的判断，他们倾听了谈话录

音的剪辑。一组评分者在每段谈话中仅仅倾听男性的声音，而另一组

评分者仅仅倾听女性的声音（每组评分者都既有男性又有女性，尽管

在评分过程中并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根据这些评分者做出的判

断——他们既不知道实验假设也不知道被试实际的外表吸引力——与



以为交谈同伴没有吸引力的男性相比，那些认为自己正在与一位有吸

引力的女性交谈的男性被试听起来更加善于交际、温情、宽容、有

趣、大胆、外向、幽默，并且有更强的社会适应性。并且从反应推

测，与开始被知觉为不具吸引力的女性相比，那些开始被知觉为外表

具有吸引力的女性在实际中听起来也更加富有吸引力（比如善于交

际、镇定等等）——尽管被试是被随机分配到各种实验条件下的，而

且男人的预想与女人实际的外表吸引力没有任何关系。

正如斯奈德、坦克和伯奇德（1977， pp.661， 663）所提出的：

“最初在男人们的头脑里形成的事实，现在已经在与他们互动的女人

的行为中变成了真正的事实——一个即使是最幼稚的观察判断者也能

加以辨别的行为事实，这些观察者仅仅评估了谈话录音中女性的贡

献……知觉者最初的错误归因已经变得真实：刻板印象真正作为一种

自我实现的预言而发挥了它的作用。”

自我实现的种族刻板印象

这类自我实现的预言——使刻板印象得以延续的一类——在种族

歧视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卡尔·沃德、马克·赞纳和乔尔·库珀

（Carl Word， Mark Zanna，&Joel Cooper， 1974）发表了关于这个

问题的一项研究。

沃德、赞纳和库珀在导言中解释说，人们往往会通过非语言线索

表现出他们对别人的态度。比如说，当人们对某人持有正性态度的时

候，他们就会让自己和那个人靠得相当近，表现出高度的目光接触、

更为直接的肩部相向，以及更多的身体前倾。另一方面，人们往往避

开那些名誉不佳的人。比如，他们会很快中止与这种人的会面，并且

与他们保持更远的距离。沃德、赞纳和库珀在两个实验中考察了这种



偏见——第一个实验中，白人被试面试白人和黑人实验助手，第二个

实验中，白人实验助手面试白人被试。所有的被试和助手都是男性。

第一个实验中，被试会在实验室中遇到两个表面上也是被试的人

（但实际上是主试的助手）。然后另外一个助手出现，再过一会儿主

试走了进来。主试告诉四名“被试”他们将与另外四个团队在一场市

场活动中进行较量。但主试解释说，他们的团队还需要一个人，并且

团队中的一员将要对四个候选者进行面试以挑选出第五位成员。然后

他们会进行一次事先做过手脚的抽签仪式来使得被试成为最后的面试

官。

安排四次面试的原因在于隐瞒真正的研究目的（即，直接比较白

人考官对待白人、黑人候选者有什么区别）。第一次面试（一直是位

白人候选者）被简单地当做面试的热身，而最后一次面试从来没有发

生过（告知被试申请者已经打电话取消约定）。令沃德、赞纳和库珀

（1974）感兴趣的是第二次和第三次面试。一半被试会首先面试一名

白人候选者，再面试一名黑人候选者；另一半被试会首先面试一名黑

人候选者，再面试一名白人候选者（尽管后来发现顺序并不会导致差

异出现）。在这些面试中，候选者——同样是实验者的助手——被训

练过以保证其行为符合标准方式，并且他们不知道任何实验者设计该

测试的目标。

沃德、赞纳和库珀（1974）测量了面试过程中的几个特征，包

括：（1）面试时间长短，（2）面试官出现语言错误的次数（假定反

映了不适感），以及（3）面试官和候选者之间的物理距离。第一个变

量由主试测量。第二个变量由独立的评分者进行计分，这些评分者边

听面试的录音边对发言结巴、词语重复等诸如此类的内容做记录。第

三个变量，物理距离，是通过一种特殊而富有创造性的方法加以测量

的。当被试进入面试考场的时候，候选者已经坐下，而主试假装发现



没有面试官的椅子了。然后他会要求被试去邻屋拿一把椅子，被试放

置椅子的位置提供了其与候选者之间物理距离的测量指标。

沃德、赞纳和库珀（1974）发现被试面试白人候选者所花费的时

间比面试黑人候选者多出了35％，在面试黑人时比面试白人时多犯了

50％的语言错误，并且椅子放置的位置距离，黑人候选者比白人候选

者要远7％。所有差异在统计上都是显著的。

但这还不是全部。在证明了这些差异之后，沃德、赞纳和库珀又

进行了第二个实验来评估这种职业面试表现中的歧视效应。在第二个

实验中，白人被试由一名白人助手面试，该助手采用第一个实验中对

待黑人的方式或者对待白人的方式来对待这些白人被试。就是说，在

前一种实验条件下，面试官坐得离候选者更远，犯更多的语言错误，

并且更早地中止面试。

沃德、赞纳和库珀（1974）发现，那些被以第一个实验中对待黑

人候选者的方式进行面试的被试在面试过程中表现得更加糟糕（由观

看过面试录像的独立评判人进行评定），他们犯了50％以上的语言错

误，并在后来认为面试官不够友好。因此，第一个实验中黑人被试所

遭遇的对待方式使得白人被试在第二个实验中表现得很差——这为种

族刻板印象如何能够自我实现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明。

结论

尽管关于自我实现的刻板印象方面的研究主要局限在男性被试研

究上（Christensen&Rosenthal， 1982），其他自我实现的预言和证

实偏好已经在男性和女性被试身上得到了充分的证明（见三篇精彩的

综述，Darley&Fazio，1980；Miller&Turnbull， 1986；Snyder，

1984）。人们寻求证实性证据的倾向——不管是逻辑问题解决的任



务、职业面试、在班级背景下，还是其他方面——是广泛存在且业已

确定证实的。

此外，克利福德·迈纳特、迈克尔·多尔蒂和瑞安·特韦尼

（Clifford Mynatt， Michael Doherty，&Ryan Tweney）所做的两个

实验表明证实偏好可能难以消除。第一个实验中，迈纳特、多尔蒂和

特韦尼（1977）创造了一种模拟研究环境，在这一环境中被试必须发

现计算机屏幕上支配“粒子运动”的某个规律。被试随机得到三种指

导语中的一种：（1）证实性指导语，他们被告知一名科学家的基本工

作就是证实理论和假设；（2）证伪性指导语，他们被告知一名科学家

的基本工作就是推翻理论和假设；（3）检验性指导语，他们仅被告知

一名科学家的工作就是对理论和假设进行检验。

迈纳特和他的同事发现证伪性指导语实际上对证实偏好没有任何

影响。如果不考虑被试得到了哪一种指导语的话，他们在全部实验的

大约70％中会寻求证实性的证据。

在第二个实验中，迈纳特、多尔蒂和特韦尼（1978）扩展了证伪

性的指导语。采用与前面相同的步骤，他们将被试随机分配到两种条

件中的一种：（1）一个没有指导语的控制组，或者（2）一个强线索

组，在这个群体中，被试会得到详尽的指导语，强调证伪和多假设验

证的价值。然而，结果又是，这样的指导语效果并不明显或根本没有

效果。

如何避免证实偏好以及自我实现的预言？尽管针对这一问题的研

究相对较少，但有一种策略可能是关注动机因素（Snyder，待发

表）。比如说，斯奈德、坎贝尔和普莱斯顿（1982）通过警告面试官

他们面试的人可能会把某些问题看做思想封闭或偏见（如指向证实性

刻板印象的问题）来消除证实偏好。一旦该研究中的面试官对这种可



能性变得敏感，他们就会大致等同地采用证实性和证伪性证据进行衡

量。

另外一个有价值的策略可能是采用鼓励证伪性回答的方式来组织

问题。决策研究者杰伊·拉索和保罗·休梅克（1989）讲述了一个他

们以前学生的故事——杰伊·弗里德曼采用这一策略取得了巨大成

功。作为Kidder， Peabody和Company三家投资公司的顶尖分析师，弗

里德曼将在制定财务建议之前收集证伪性证据。拉索和休梅克

（1989， pp. xiv-xv）这样描述了弗里德曼的方法：

在收集公司的信息时他会故意问一些设计好的问题来“证伪”他认为是真实的那些信

息。比如，如果弗里德曼认为免洗尿布生意正在价格上变得没有竞争力，他会问执行官们一

个相反的问题，如“一次性尿布的价格竞争是不是正在变得更有优势？”这类问题使他比其

他竞争分析师更容易了解真实情况。

正如第19章所谈到的，通过思考自己的判断在哪些情况下可能是

错误的，决策者能够降低过度自信并提高他们的决策质量（Koriat，

Lichtenstein，&Fischhoff， 1980；Lord， Lepper，&Preston，

1984）。这样一种方法可能也会减少自我实现的预言和自我实现的刻

板印象。但是在当前，这种可能性是不确定的，需要通过心理学的研

究来证实——或证伪——其正确性。

第21章　行为陷阱

“谢谢您打电话过来。目前我们的接线员正忙。请您在线等待，

您的电话会按照顺序得到回应。”

一分钟过去了，两分钟过去了，你开始考虑是继续等待还是过会

儿再拨。可能你被转到了无人接听的线上，好像电话在森林里空响，

无人应答……



另一方面，挂断可能意味着重新开始。其他人可能会排到队伍的

前面，你就丧失了原有的优先权。还是继续等吧，谁知道呢，可能你

就是下一个了。

你又等了一会儿，三分钟，四分钟。谁打了那么久啊？你在想。

最后你拿定了主意。如果下个60秒内仍然没有接线员回应，你就

挂断。30秒过去了，40秒过去了，50秒了，但是还是没有回答。当最

后期限到来的时候，你犹豫了一下，却仍抱有希望，但最后还是在沮

丧中狠狠挂了电话。

这样的情形看起来是不是很熟悉？这个情况具备“行为陷阱”的

所有特征。行为陷阱（behavioral trap）是指这样一种情境：个人或

者群体从事一项很有前景的工作，最后却变得不尽人意并且难以脱

身。这个定义类似于约翰·普拉特（John Platt， 1973）在有关社会

陷阱的开创性工作中所提出的关于社会陷阱的定义。本章将着重思考

普拉特、约翰·克罗斯和梅尔文·盖耶（John Cross&Melvin Guyer，

1980）所做的分析。由于陷阱可能是非社会性的也可能是社会性的，

因此我们将使用更加宽泛的“行为陷阱”的概念，而不是传统意义上

的“社会陷阱”。

陷阱的分类

1980年，克罗斯和盖耶发表了关于陷阱和反陷阱的分类。用克罗

斯和盖耶（1980， p. 18）的话说就是：“当我们避免可能有利的行

为时反陷阱（不作为的过失，sins of omission）就发生了，而当我

们进行可能有害的行为时则出现陷阱（作为的过失，sins of

commission）。”如上所述，一个常见的陷阱就是等待接线员。常见



的反陷阱则包括令人厌恶的清理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将变得越

来越乱）以及逾期的回信（这种情况下耽搁时间越久越令人尴尬）。

生活中存在着几种典型陷阱，每一种都有相应的反陷阱。根据克

罗斯和盖耶的分类，我们把陷阱主要分为五类：

延期陷阱

无知陷阱

投入陷阱

恶化陷阱

集体陷阱

尽管这些陷阱常常结合在一起形成混合陷阱，但是每一种陷阱都

基于不同的运作原理。因此，以下部分将分别讨论这些陷阱。

延期陷阱

如果你发现按时进食或者锻炼有些困难，那么你应该知道这是由

于延期陷阱（time delay traps）的作用造成的。在延期陷阱中，暂

时的满足与长期的后果相冲突。无知地开始食用一种好吃的甜食或者

吸几根香烟可能在未来许多年以后导致肥胖或者肺癌。或者，在反陷

阱中，对目前不愉快事件——对于某些人来说是有氧运动，对于另一

些人可能是牙科检查——的逃避，最终可能导致心肌梗塞或者牙周

炎。这类陷阱和反陷阱的关键在于短期的相对小的痛苦和愉快足以引

起长期的、破坏性的甚至是致命性的后果。



任何短期后果与长期后果冲突时都可能成为一个延期陷阱。典型

的冲突包括：喝酒的快感与第二天的宿醉，当前没有保护措施的性行

为的快感与延期的感染艾滋病或者非意愿怀孕的可能性，可抛弃产品

的方便性与长期的环境污染，受到信用卡影响的“先买后付”的选择

与长期财务计划，以及体罚的短期效果与最终的糟糕结果。甚至伊甸

园里的苹果也可以被看做是延期陷阱中的一种诱饵——诱惑的最终象

征与它潜在的令人上当的后果。

无知陷阱

人们在延期陷阱中通常意识到了他们行为的长期后果。暴饮暴食

者通常非常清楚体重上升的后果，吸烟者有时候甚至把香烟称为“癌

症小棒”。关于体重上升或者罹患癌症的警告在延期陷阱中很难起到

有效作用。

无知陷阱（ignorance traps）与此不同。在这些陷阱中，行为的

负面后果并不被理解或者开始时并没有被预见到。例如，19世纪时吸

烟者并没有意识到吸烟与肺癌之间的关系，如果当时人们知道这些信

息的话，很多人可能不会去吸烟（当然，吸烟仍然具有延期陷阱的特

征，上百万人尽管知道两者之间的联系却仍然深陷其中）。

当一段新生活开始时，无知陷阱通常较为常见。例如，大学生们

有时会选择一个并没有原先设想的那么有趣的专业，工人们有时发现

他们在做一份与他们期望大相径庭的工作，恋人们有时会发现现在的

伴侣并没有原先那样吸引人了。这些陷阱是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

分，尽管有一些方法可以使被陷阱捕获的概率降到最低（减少或者避

免不良后果的技巧会在本章稍后部分讨论到）。



一个特别悲剧性的无知陷阱是美国农业曾经对于杀虫剂的依赖。

当合成的有机杀虫剂如DDT在20世纪40年代被引进时，它们看起来似乎

是保护作物免受虫害的有效手段。美国农民很快就将它们作为控制害

虫的手段。

然后，两件没有预料到的事情发生了：（1）鸟类和其他害虫捕食

者开始相继死去，（2）害虫对那些使用过的化学药品产生出了抵抗能

力。虫害开始增加了。人们发明了新型杀虫剂，然而再次出现了能够

抵抗化学药物的害虫品种。经历了四亿年的进化之后，不经历战斗这

些害虫是不会投降的。

数十年来，这场战役一直在美国的农场上进行着，但是每一轮新

的“化学武器”只会引起更加严重的虫疫。美国农作物由于虫害而遭

受的损失比例在1950～1974年间翻了一番（Robbins， 1987），根据

加州大学的昆虫学家统计，在加州，25种最严重的农业害虫中有24种

是杀虫剂诱导产生或由杀虫剂导致破坏性增强（Luck， van den

Bosch，&Garcia， 1977）。每年，美国使用超过1亿磅的杀虫剂，它

们对野生动物、植被、水域及人类安全十分有害。

投入陷阱

克罗斯和盖耶（1980）在他们的分类中没有明确包含投入陷阱

（investment traps），但是最近这类陷阱成为了大量研究的课题。

当以前花费的时间、金钱或者其他资源让人们做出了他们本不会做出

的选择时，投入陷阱就出现了。用决策理论的术语来说，这些陷阱导

致了“沉没成本效应”（sunk cost effect）。

哈尔·阿克 斯和凯瑟琳·布卢默（ Hal Arkes&Catherine

Blumer， 1985）在10个不同的小型实验中举例说明了沉没成本效应。



在其中的一个实验中，要求一群被试解决以下的问题：

作为一个航空公司的董事长，你已经投资了1000万美元来开发一个项目。目的是制造

一种不会被传统雷达监控到的飞机，也就是隐形飞机。在该项目的90％已经完成时，另外一

家公司已经开始为隐形飞机做市场宣传了。并且，很明显，与你们的飞机相比，他们的飞机

速度更快、也更经济。问题是：你还会把剩余的10％的研究资金用于完成隐形飞机项目吗？

你可以通过查看“读者调查”的第6题去检查你的结果。阿克斯和

布卢默发现85％的被试倾向于完成该项目，尽管完成后的飞机与市场

上已有的飞机相比处于劣势。给予另外一组被试另一个版本的问题，

其中并没有提到先前的投资，结果只有17％的人支持在该项目上投

资。一千万美元的沉没成本造成了二者的差异。

在另外一个实验中，阿克斯和布卢默（1985）显示沉没成本可能

具有持续的效应。在一个研究中，60位剧院的老顾客到售票口去买俄

亥俄大学剧院的季票。这些人所不知道的是，他们随机买到了下面三

种票中的一种：（1）普通的15美元的票，（2）打了2美元折扣的票，

（3）打了7美元折扣的票。有幸买到打折票的被试被告知折扣是剧院

部门的促销活动之一。

每种票有不同的颜色，于是阿克斯和布卢默（1985）能够收集每

场演出的票根并且发现多少被试观看了每场演出。出于分析的目的，

剧院的演出季被分成了两个部分，每个部分有6个月，期间共有5场演

出。尽管阿克斯和布卢默在第二个演出季中并没有发现显著差别，但

在前6个月中，他们发现那些买了全额票的顾客比那些买了折扣票的顾

客（不管其折扣的幅度）观看演出的次数要多。所以，即使是微不足

道的2美元投入也会持续影响行为长达6个月。

这个研究之所以非常重要，原因有以下两点。首先，它表明沉没

成本效应不仅仅局限于纸笔测量；其次，它还显示了投入的不同可以

对行为产生相对持久的影响。正如巴鲁克·菲施霍夫（Baruch



Fischhoff）和他的同事（1981， p.13）在他们名为《可承受的风

险》（Acceptable Risk）一书中所述：“美国任何一个大型的水坝只

要开工就不会半途而废的事实表明，一点点的水泥都能在一个关键问

题中起作用。”

恶化陷阱

恶化陷阱（deterioration trap）与投入陷阱类似，除了行为的

成本与收益随着时间而变化之外，这些陷阱——克罗斯和盖耶

（1980）叫它们“可变强化陷阱”——出现在当原先高回报的行为逐

渐变得不那么有收益或者变得更具有惩罚性时。

恶化陷阱的典型例子是海洛因成瘾（尽管海洛因成瘾也可以被看

做是延期陷阱或者无知陷阱）。起先，海洛因使用者发现这种药物令

人欣快。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产生了抗药性，因而需要更多

的药物量才能达到同样的感觉。最后，海洛因使用者用该药物已是为

避免不适症状的出现而不是体验愉悦感。起先的愉悦体验最终成了摆

脱不掉的噩梦。

同样的过程也能出现在“杀虫剂成瘾”中。尽管杀虫剂的使用在

一开始也可能是无知陷阱，但逐渐地，它转化成为恶化陷阱。据《生

物科学》（BioScience）杂志的一篇报告，杀虫剂依赖性的工作原理

如下：

起初的一段时间，由害虫所导致的粮食损失显著减少……但是最终，某种主要的、个

别的或者杀虫剂引致的害虫产生了抗药性。这个问题是通过增加（多样化）杀虫剂和改变杀

虫剂来解决的，但是替代品的有效时间变得更短暂，因此需要更加频繁地使用以达到与原来

相同的控制力。此时，种植者要想从这种策略中解脱出来，即便不是不可能，也会变得更困

难了。随着他们继续使用杀虫剂，他们的问题也变得越来越严重（Luck，van den Bosch，

&Garcia，1977， p. 607）。



在那些没有看到这一过程如何发展的旁观者看来，恶化陷阱和反恶化陷阱常常会产生

一种荒唐或自我毁灭性的行为。在斯金纳（1980， pp. 150-151）的回忆录《笔记》

（Notebooks）中，他描述了下述行为的例子：

比尔的卡车是他惟一的收入来源，就像渔夫的船或者农民的奶牛与拉犁的马一样。岛

上咸咸的海风、缺乏维护的道路，以及醉酒司机的虐待几乎要使它报废了。挡风玻璃上布满

了呈辐射状的裂纹；挡泥板已经腐锈成了薄片，弯折着，扭曲着；只有一块块的垫料还残存

在座椅的弹簧中。

我曾经请比尔帮忙把我们的船运到山下去。卡车停在一个乡村商店前面的下坡路上。

我上了车，坐到了残缺不全的座位上。比尔推了一下卡车，跳了进来，抓住挡把，借助仅有

的一点速度挂上了挡。一阵激烈的震动后，马达开始咆哮。比尔……拼命地踩下油门，一只

手始终在气门上。看到汽车发动了，他感到非常满意，于是快速地向那家商店倒车以便掉

头。可是卡车熄火了，横在路上。我们三四个人一起推，其中包括两个从一辆小汽车里出来

的年轻人，卡车堵住了他们的路……我们回到了那个下坡上，再一次将车发动起来，结果又

熄火了。比尔不时地跳出来，打开发动机罩，用扳钳调整着什么。我们向错误的方向前进了

大约160米，发动机咆哮着，并且在比尔加油的时候拒绝加速。最后他解释道，他的发动机启

动装置被送去修理了，可能被游船送回来。如果他花两个小时时间去取回发动机，情况会怎

样呢？而他却没去取。48小时之后他的车仍然停在下坡路上。没人愿意雇他的车了。

他为什么继续？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没有选择。他喝酒花光了他的收入……（但是他

的）没有选择并不是这个故事的全部。他对那辆卡车狂热的关注是（对他所付出辛劳的回报

的不断降低）的结果。比尔不愿从卡车那里一无所获。假如那是一匹马的话，他也许早就把

它打死了，因为一匹年迈的老马也是它主人专注于在一项所费时间越来越长的工作上的强化

物。比尔的卡车也正被他往死里打呢。

对于一个不知道比尔以前经历的旁观者而言，他的行为可能显得

荒诞可笑。但是同样的动力在恶化的社会与感情关系中也同样起作

用。当人际关系随时间逐渐变坏时，它们就构建了一个非常难以逃遁

的反陷阱。

集体陷阱

与前面的陷阱不同的是，集体陷阱（collective traps）涉及多

个人。在集体陷阱中，对个人利益的追逐导致了对集体不利的后果。

一个简单的例子是高峰期的交通堵塞。上百人倾向于在同一时间开

车，但是假如每个人都按照自利的原则行事，那么大家都会遭殃。



集体陷阱——数学博弈论中“社会困境”（socical dilemma）的

近亲（Dawes， 1980）——受到的研究关注比其他所有陷阱加在一起

还要多。最著名的集体陷阱是囚徒困境，在这种情境下，两个囚犯分

别关在单独的牢房里并且被提供了如下的说明：

区律师：听着，比尔小子。如果你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认罪的话，我们有足够的证据

让你和你的同伙入狱一年。我们真正想要的是，你们当中至少有一个人认罪。如果你认罪但

是你的同伙不认罪，我们将判处你的同伙十年徒刑，而你将被无罪释放。但是，如果你不认

罪但是他认罪了，你就会被关押十年。

野蛮比尔：如果我们都认罪呢——我们都会被判十年吗？

区律师：不。那样的话，我们会基于你们的诚实把每人的徒刑降为五年。

在一个标准的囚徒困境中，两个囚犯都面临着同样的选择——无

论同伙选择什么，他们都最好选择坦白。假如他们的同伙拒绝承认，

那么他们无罪释放；否则，他们起码不会被判十年徒刑。困境就在于

如果每个囚犯都追求自己的利益而坦白，他们就会分别受到五年徒刑

的惩罚，而这比两人都不认罪的惩罚要重（见图21.1）。



图21.1　囚徒困境问题。每一格对角线右上部分为罪犯A的陈述，对角线左下部分为

罪犯B的陈述。

另一个著名的集体困境是生物学家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 1968）命名的“共有地的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在这个陷阱的经典版本中，一个放牧部落使用公共牧场来

放养牲畜。起初没有问题，但渐渐地，牛的数量达到了土地承载能力

的极限。此刻，增加一头牛对放牧人的效用有两方面——正面和负面

的效用。正面效用为增加一头牛所带来的收益。这个收益完全归属于

增加这头牛的放牧人。负面效用则是增加一头牛所导致的过度放牧。

这个成本由该部落所有的放牧人共同承担，并且对每个放牧人来说，

可以忽略不计。结果就产生了一个两难困境——每个人都从增加一头

牛中获益，但是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导致了一个不尽如人意的结果。哈



丁把共有地悲剧与另一些问题联系起来，比如人口膨胀、污染、全球

资源衰竭以及核武器的扩散等等。

共有地悲剧在很多方面类似于臭名昭著的“床垫问题”，这是由

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 1971）最先描述的一个集体反陷

阱。在床垫问题中，成千上万辆汽车从科德角（Cape Cod）度完周末

后，由一条双车道高速公路返回，就在此时，一个床垫从货车的顶端

不为人注意地掉了下来，掉入了向北行驶的车道上。问题来了：谁会

停下来移开这个床垫呢？

通常，答案是谁也不会。远离该床垫的、处于忙碌交通中的人们

不知道问题在哪，所以不会来移开。正在绕过床垫的人们已经等了如

此之久，以至于他们只想着如何绕过它。在漫长的等待之后，他们最

不情愿做的就是花几分钟时间把床垫从车道上移开了。而已经绕过床

垫的人们不再有动力去挪开它。

床垫问题与紧急情况下的集体反陷阱很相似（责任分散了，旁观

者干涉的速度就慢了）。这也可能部分解释了政治“冷漠”为何在美

国如此普遍。不幸的是，正如道格拉斯·霍夫施塔特（Douglas

Hofstadter， 1985， p. 757）贴切的评论：“个体水平的漠不关心

会导致社会大众丧失理智。”

你愿意为一美元付多少钱

心理学研究中最著名的行为陷阱之一是美元拍卖的游戏——这个

游戏中结合了集体陷阱、投入陷阱、无知陷阱的特征。这个游戏由马

丁·舒比克（Martin Shubik， 1971）发明，在该游戏中，1美元被卖

给出价最高的人。普拉特（1973）认为该拍卖游戏具有四个简单的规

则：



1.拍卖进行时出价者之间不得有任何交流。

2.出价由5美分开始，每次只能加5美分。

3.出价不能超过50美元（为避免竞价者狂热的热情）。

4.出价最高的前两名都必须付出他们所出的价格，即使这1美元只能给予出价最高的

那个人（说到底，拍卖商得弥补他的损失）。

尽管游戏听起来非常简单，但有两个“无回报的点”值得注意。

其一是当两个出价最高的人所出总额超过1美元时，那么拍卖商就能稳

获利润（例如，一个人出50美分而另一个人出55美分）。此时，拍卖

在单个竞价者眼中是有吸引力的（1美元只要出55美分就能到手），但

是个人利益的追求已经导致了竞价者整体的损失。

第二个要当心的地方是当第一个人出价超过1美元时。为了明白为

何人们愿意出大于1美元的钱来获取1美元，我们考虑一个人出了95美

分，而此时恰好有另一人出了1美元时此人的困境。如果是你，你怎么

做？如果你在该点放弃，你就必定损失95美分。另一方面，如果你出

价1美元零5美分，你就赢得了1美元，损失仅为5美分。问题是，你的

竞争对手也面临着同样的状况。

于是结果是，拍卖常常会出现几美元的竞价。

拍卖游戏广受关注的一个原因是它很类似于核武器竞赛以及其他

的国际冲突（Costanza， 1984）。在1980年，艾伦·特格（Allen

Teger）出版了《投资过多，无法退出》（Too Much Invested to

Quit）一书，整本书都是关于一美元拍卖游戏的，并且很多结论都可

以直接应用到军事冲突上。据特格称，被试们起先是被自己的利益所

驱使，但是渐渐地他们的动力变了。随着竞价的进行，被试们开始关

注赢得竞争、保住面子、使损失最小化，并且惩罚竞争对手，因为对

手使他们陷入窘境（通常，只有两个竞价者在最后还保持活跃）。特

格发现，当开价达到1美元时，双方都觉得他们是被对方逼迫继续下去



的，并且很多被试认为对方继续下去是疯狂的——他们并没有认识到

同样的力量作用于双方的参与者。这个“镜像”酷似核武器竞赛。

深陷泥潭

一旦竞价者在一美元拍卖游戏中被套——“深陷泥潭”，巴里·

斯塔（Barry Staw， 1976）这样形容——他们通常会继续打击对方直

到对方最终放弃为止。乔尔·布罗克纳和杰弗里·鲁宾（Joel

Brockner&Jeffrey Rubin， 1985，p. 5）把这种机制称做“诱捕”

（entrapment），被定义为“一个决策过程，此过程中人们持续提高

对已经被证明是失误的先前选择行为的忠诚度，目的是使他们以前的

投入显得合情合理。”

对诱捕的最先研究之一是由斯塔（1976）所做的。斯塔呈现给商

学院学生们一个假想但是非常详细的情境。这是一家开始亏损的高科

技公司，他让学生设想自己是公司的财务副总裁。根据该情境，公司

的董事们决定额外投资1000万美元的研发资金给两个最大部门中的一

个——消费产品部或者工业产品部。在研究的第一部分，半数的学生

被问及哪个部门应该得到额外的资金（并且要为自己的决定高度负

责），而另一半学生则被告知公司中另一位财务官员已经决定哪个部

门将获得这笔资金（且不需要为自己的决定负责）。然后大约半数的

学生被告知在接下来的5年里得到资金的部门的确比未得到资金的部门

表现得要更好（即，决策的确带来了积极的结果），而半数的学生则

被告知相反的结果（即，决策带来了消极的结果）。

在该实验的第二部分，学生们得知，公司的管理者对公司价值的

重新评估将决定另外2000万美元的研发资金如何分配，并且学生们可

以他们认为合适的任意方式将这笔钱在消费和工业部门之间进行分

配。斯塔（1976）发现了“诱捕”现象——对一个失误行为持续增加



投入。如图21.2所示，开始选择不成功并且要担负个人责任的学生平

均分配了大约1300万美元到以前选择的部门——比其他学生多出约400

万美元。当责任重大时，失误导致了更多的投入，而非更少。

斯塔（1976）的实验激发了很多后续的研究，并且在他的研究之

后，出现了几种对诱捕行为的理论分析（其中最优的两个是

Brockner&Rubin， 1985，及Staw&Ross， 1987）。尽管对诱捕的研究

起步不久，但已经有实验证据表明：（1）在被动地维持现状的情境中

（例如自动的再投资计划）比在主动选择继续与否的情况下更加有诱

捕倾向（Brokner， Shaw，&Rubin， 1979）；（2）诱捕在竞争的社

会条件下比非竞争的社会条件下来得激烈，这一点至少对男性而言是

成立的（Rubin， Brockner， Small-Weil，&Nathanson， 1980）；

（3）诱捕不仅在个体中，而且在群体中也会出现（Bazerman，

Giuliano ， &Appelman ，  1984 ），尽管这可能仅对女性成立

（Brockner&Rubin， 1985）。



图21.2　图为诱捕的一个例子。巴里·斯塔（1976）发现，相对于不必对先前的投

资负责的学生以及先前投资获益的学生而言，起初投资失败的学生在后来的投资中

会投入更多的资金在先前的失败项目上面。

在恋爱关系中也有诱捕现象存在。卡里尔·拉斯布尔特（Caryl

Rusbult，1980）发现大学生在角色扮演的实验中更加忠实于恋爱伴侣

——并且较少可能与他人约会——如果他们的关系持续了一年而不是



一个月。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学生在该关系中投入的时

间是与他们未来的忠诚度直接相关的。

胜利解脱

尽管陷阱难以逃脱，但它们很少能够永远持续。最终，等待的人

们挂断了电话。公司官员停止把钱投入到不良项目中。令人不悦的恋

爱关系解除了。通常，问题不在于行为陷阱会永远抓住受害者不放，

而是回头看时，人们希望他们更早地从陷阱中逃离出来。[3]

幸运的是，有一些方法可供减弱或避免诱捕（请回顾：

Brockner&Rubin，1985；Cross&Guyer，1980；Staw&Ross， 1987）。

一种由巴里·斯塔和杰里·罗斯（Barry Staw&Jerry Ross， 1987）

提出的技术是在做出一个承诺之前“把结束的成本明确化”——就是

说，在投入一项长期风险之前要清楚地考虑中止行为的代价。实验证

据表明，事先将投入成本清晰化可以使诱捕减弱或者消除

（Brockner， Rubin，&Lang， 1981；Nathanson et al.， 1982）。

在布罗克纳和鲁宾（1985， p. 203）关于诱捕的专著中，他们建

议决策者在任何可能的时候事先设定极限，并且用下述方法利用所设

定的极限：

并不是说达到极限所设定的数量就马上主动退出，决策者应该利用他们所设定的极限

点，作为一个重新衡量继续或终止行为的决策时间点，而无论他们事先已经投入了多少。也

就是说，如果个人决定继续投资而超过事先设定的极限的话，应该以对未来的（而不是过去

的）成本—效益分析为基础。

在商业情境下，斯塔和罗斯（1987年3～4月）建议应该先回答这

样一个问题：“如果今天我是首次从事这个工作，发现这个项目正在

进行中，我会支持它还是放弃它？”这个问题也可以很容易地运用到



其他非商业情境下（比如，“假如今天我是第一次遇到这个人，我会

被他吸引吗？”）

另一个技巧是让不同的人进行最初的和后续的决策（Bazerman，

Giuliano，&Appelman，1984；Staw&Ross， 1987）。例如，商业贷款

可以由一位银行官员发放，然后由另一位人员来审查是否可以继续签

约。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后来的决定是由不必为先前错误负责的人做

出的（因此基本没有提高投入的理由）。但是，这种方法也存在缺

点，即决策的不连贯性以及“组织记忆”（institutional memory）

的潜在损失。

结论

行为陷阱是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一部分，如果不加以关注，可能会

导致严重后果。斯塔（1981）提出，很多有害的个人决策或者公共政

策都是由连续的、不断升级的投入所导致（比如在越战中的种种事

例）。普拉特（1973， p. 651）则更加极端，他说：“陷阱代表了我

们当今几乎所有难以驾驭的，大规模的城市、国家以及国际间出现的

问题。”

但是，陷阱并不总是不好的。正如布罗克纳和鲁宾（1985）所

说，有些情况下，人们刻意让自己进入陷阱中。比如恢复中的嗜酒

者，以前的吸烟者、暴饮暴食者常常鼓起勇气在陷阱中等待着，目的

是可以使他们“陷在”健康的生活方式里。

当陷阱是合意的时候，决策者应该：

√回避有关诱捕成本的信息。

√尽量不要做出限定或评估继续这样做将花费的成本。



√做出一个公开的、坚持下去的承诺。

√与那些有相同目标的人们竞赛。

与本书中讨论的直觉以及偏好相同，行为陷阱并不总是好的或者

坏的，心理学研究的目的也并不在于评判这些问题的好坏。而且，对

诱捕行为的研究目的——以及一般性的决策研究——是更加局限的。

它的目的是，让我们进一步了解决策过程是如何操作的，并且，在这

样做的过程中，让我们的决策质量得到提高。

[1]尽管这些结果看起来可能与利希滕斯坦和菲什霍夫早期的结论（被试80％正确时过度自信达到最

低）相互矛盾，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被试非常自信时他们的平均准确度只有70％～90％，这一事实并不意

味着在70％～90％正确的时候他们总是非常自信的。

　　

[2]一些版本的问题使用了符号而不是E、K、4和7，但是问题的逻辑结构都是一样的。

　　

[3]有些集体陷阱，比如说人口膨胀、饥饿、环境恶化以及军事冲突等，可能是这条法则的例外。这些

问题可能有永久性的烦人特征，并且有待时间检验人类是否有能力解决它们。



编后记：回顾

在读完了长达21章令人费解的问题和不合常理的结果后，现在我们需要回顾并反思一

下以上种种的含义。决策者们是否根本就毫无理性可言？那些用于纠正决策偏差的策略是否

有什么潜在的共通之处？这本书里面各种结论的局限在哪里？而研究决策的学者们对于上述

理论又是如何应用的？以下的回顾部分将一一作出解答。

偏差不一定都是非理性的

在第21章中提到过，心理学研究的目的不在于判定偏差是好是

坏。本书中所讨论的大部分研究结果同时具有积极和消极的一面。举

例来说，有大量证据表明一个膨胀的自我形象有助于身心健康

（Taylor&Brown， 1998）。尽管本书的章节中反映出“华而不实的非

理性”在目前的决策研究中占主导地位（Lopes， 1991），但仍需强

调的是，决策和判断中的偏差并不一定是有害或者非理性的。洛拉·

洛佩斯（Lola Lopes， 1982）指出，在大多数时候，理性的含义不仅

止于正确性。理性的策略可能就是决策者所期望获得的结果。

在一些情境中，决策者可能首要考虑的是如何避免灾难性事件的

发生，其次才是效用最大化。在另一些情境中，他们可能选择让朋友

和家人而非他们自己获利。而在其他情境中，他们会和那些理想化的

“理性角色”一样，依照期望效用理论去追求效用最大化。决策者们

可能追求任意数量的目标，那么仅仅用一个标准化的标尺来给理性下

定义就不准确。

此外，即使在某些期望效用框架中决策者充当了“理性角色”，

我们也没有理由假定最优的选择总是能够将效用最大化。洛佩斯已经

在基本归因误差（见第16章）中指出了这一点。根据洛佩斯（1982，



p. 633）的观点，基本归因误差“是一种倾向，即我们总是会把他人

的行为归因于稳定的人格变量，而不是那些短暂且经常是模糊的情境

因素。但有可能这根本不是一种误差，无论是在物理环境中还是在社

会环境中，我们都必须尽可能好地预期和控制他人行为对自身的影

响。因此，如果某些影响是可预期的，哪怕只是通过一些个体的某几

个行为而微弱地表现出来，是否能把它找出来对于我们就显得很重

要。”因此，这种倾向于将行为归因于个性的方式，也许会得到更为

理性的归因结果。

究其原因，让我们来考虑一下图A.1中虚构且高度简化的损益分析

图示。如果洛佩斯关于觉察个性因素重要性的假说是正确的，那么正

确辨认个性因素将得到较高的收益（＋3），而遗漏了个性因素将会得

到较高的惩罚（-3）。另一方面，情境因素被精确地觉察（＋1）或被

错失（-1）所带来的损益不大。

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假设情境因素的发生几率约为60％，进一

步假设决策者不知道应该做出何种归因。那么根据图A.1中的情况，怎

样才能做出一个“理性”的归因呢？

在此种情况下，个性因素的归因得到最大的平均报偿。习惯将行

为归因于个性因素的决策者将获得平均＋.60的效用（有60％的可能当

时的报偿为-1，但有40％的可能当时的报偿为＋3）；然而，习惯将行

为归因于情境因素的决策者将获得平均-.60的效用（有60％的可能当

时的报偿为＋1，但有40％的可能当时的报偿为-3）。即使情境归因的

正确率高于个性归因，效用最大化的归因方式还是将行为归因于个性

因素（即基本归因误差）。

当然，图A.1中的报偿仅仅是假设中的。我们无法估计一生中无数

次归因中成功与失败的效用，也无法评定情境因素和个性因素出现的

相关频次。计算机模拟的直觉决策表明，我们为某些偏差所付出的代



价常常不算大。举例而言，沃伦·索恩盖特（Warren Thorngate，

1980）发现，忽视了概率信息的直觉几乎和基于概率的决策效果一样

好。唐·克莱门茨（Don Kleinmuntz， 1985）发现，当重复的判断任

务提供了反馈时，忽略了基本比率信息的直觉表现也相当好。由此得

出结论，在无法正常取得概率及基本比率信息的情况下，直觉有可能

带来比标准化决策更有吸引力的选择。

图A.1　图中的数字代表了四种不同的归因结果的想像值。根据这一模型，基本归因

误差（右上角的单元格）所造成的损失并没有遗漏个性归因所造成的损失（左下角

的单元格）大，而正确进行个性归因（左上角的单元格）所带来的奖励比正确进行

情境归因（右下角的单元格）所带来的奖励要大。在这些情况下，决策者对行为过

分进行个性归因是情有可原的。

以上的结论并非告诉决策者们发生偏差优于没有偏差。很多事例

都可以证明决策和判断中的偏差可能导致重大问题（例如医疗中的误



诊）。但是，上述发现试图将偏差置于决策和判断中的适当角度，并

且证明，偏差不总意味着非理性。

一个普遍的思路

尽管理性比正确意义更大，但在绝大多数的情境下，决策者们仍

然努力做出最为精准的判断。因此，决策研究者们一直致力于找出有

效的“去偏差”技巧（debiasing）（即能够减少判断中偏差和误差的

技巧）。在某些场合，只需要对潜在问题进行简单了解就可以避免上

述问题。例如，熟悉和了解诱捕原理的人们不大可能被诱捕

（Nathanson et al.， 1982）。但多数情况下，仅凭警告是不足以消

除偏差和误差的。

本书已就各种减少偏差技巧进行了讨论——消除过度自信，事后

之明的偏差，框架效应，集一思维，归因偏差等等。很自然地，我们

想知道这些去偏差技巧是否具有某些共性。

冒着过分简单化的风险，但没有刻意将去偏差策略缩减为共通主

题，我们发现确实存在一种共性。

多数行之有效的去偏差技巧都考虑到了看待问题时使用不同的视角。

举例来讲，认真考虑发生谬误的原因通常能够降低过度自信的程

度。事后之明的偏差能够通过事前思考不同结果产生的原因而得到降

低甚至消除。当同样的问题被放在不同的框架中考虑时，框架效应自

然会减轻。如果群体中存在一个能够和大家唱反调的角色，集一思维

就能够避免。参与者—旁观者在归因中的差别能够通过交换二者视角

的方法来消除。在所有这些情境中，“考虑对立面”都能够为判断带

来更高的准确度。



与上面的主题相一致的是，还有证据表明移情能够消除某些社会

判断中的偏差。迈克尔·斯托姆斯（Michael Storms， 1973）通过研

究认为参与者—旁观者的归因差别能够通过转变二者的视角而消除

（见第16章）。两年之后，丹尼斯·里甘和朱迪思·托腾（Dennis

Regan&Judith Totten， 1975）发现对移情的指示也有相同效果。在

这个研究中被试的指导语有两种，一种是指示被试只简单观察一场二

人对话中的一人（命名为玛格丽特的某人），另一种是指示被试对她

进行移情（想像玛格丽特在对话中的感受）。

里甘和托腾（1975）发现，简单观察被试对玛格丽特行为的归因

多倾向于个性因素而非情境因素，而对玛格丽特发生移情的被试对她

行为的归因则倾向于情境因素而非个性因素。换句话说，对移情的指

示产生了与之前斯托姆斯得到的结论相同的效果：移情消除了参与者

—旁观者的归因差别。

一年后，鲁思·加尔珀（Ruth Galper）发表了类似研究，她也获

得了相同的结论。加尔珀（1976， p. 333）对此归纳如下：

未被指示移情的参与者表现出典型的“观察者偏差”，认为人格因素的重要性高于情

境因素。另一方面，被指示“移情”的被试表现出反转性的归因，他们认为人格因素的重要

性低于情境性因素。而斯托姆斯（1973）证明了一个字面上的视角改变能够系统地影响参与

者和旁观者的归因偏差，本研究证明了一个虚拟的“视角改变”能够引发旁观者不经意的

“类似参与者”的归因。

这些研究都指出在最终判断前，参考其他相异观点的重要性

（Anderson，1982；Lord， Lepper，&Preston， 1984）。尽管没有

一种去偏差技巧是万能的，但在看待问题时使用不同的视角通常能够

提高决策和判断的质量和水平。

对于不好的消息……



抛开对去偏差技巧和其他主题的决策研究的种种有用之处不谈，

本书的很多结论仍然存在许多局限。某些局限是由本书主题覆盖范围

有限造成的，而另外一些则来源于决策研究本身所存在的问题。

正如前言中说过的那样，本书并未对决策和判断的研究情况作出

详尽描述。而且书中的很多主题是有意选取的一些令人震惊的、娱乐

的和能够激起大家兴趣的话题。很多相当重要的研究领域仅以最简略

的方式做了说明，并且从实际出发，一些非常好的研究根本没有提

及。以下举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些局限是怎样影响研究结论的普遍性

的。

首先，第17章简略提过“承担责任和义务”对于决策的强大影响

力。对自身行为有责任感的决策者不会像没有责任感的人那样过度自

信 （ Tetlock&Kim ，  1987 ） ， 表 现 出 较 低 的 社 会 性 懈 怠

（Weldon&Gargano，  1983），以及更高的复杂问题分析能力

（Hagafors&Brehmer， 1983；Tetlock， 1983）。正如菲利普·泰特

洛克等人（Philip Tetlock， Linda Skitka，&Richard Boettger，

1989， p.640）所指出的：“一个人的思维模式部分取决于他为什么

思考。”任何关于决策的整体讨论都必须考虑到上述关系，且被试对

自己行为的负责任程度应当成为为研究结论评分的一个指标。

第二，决策和判断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诸如决策者可使用的时

间和决策者的情绪这类具有环境特征的因素。当时间紧迫时，决策者

选用简单化的策略，只注意到少量线索，并作出相对而言低风险的选

择 （ Ben Zur&Breznitz ， 1981；Rothstein ，  1986；Wright ，

1974）。而情绪好的决策者可能更富有创造力（Isen， Daubman，

&Nowicki， 1987），觉得负面事件的发生概率相对较低或不可能发生

（ Johnson&Tversky ，  1983；Salovey&Birnbaum ，  1989；

Wright&Bower， 1992），并会冒其他人不乐意接受的低水平风险



（Isen&Geva， 1987；Isen&Patrick， 1983）。这些结论再一次说

明，我们从决策研究中得到的结论应被妥善地评价，以防止过度概括

化的发生。

本书中很多结论的局限还来源于决策研究本身的特性。首先，纵

观第4章到第6章的内容，我们看到很多关于决策和判断的研究都是与

内容相关联的（Schum， 1990）。理查德·格里格和詹姆斯·考克斯

（1982）通过随机安排大学生遇到两类问题的实验，有力地证明了这

类局限。实验条件为（1）第20章中讨论过的标准4卡片问题，（2）一

个4卡片问题的修改版本：用短语“DRINKING A BEER”（喝啤酒），

“DRINKING A COKE”（喝可乐），“22YEARS OF AGE”（22周岁）和

“16 YEARS OF AGE”（16周岁）来代替“E”、“K”、“4”和“7”

四个字母（规则为如果一个人在喝啤酒，那么这个人一定超过19周

岁）。当使用喝啤酒的情境时，大约3/4的学生能正确解决问题，而当

以字母和数字出题时，所有学生都失败了。措辞的改变能够影响共变

判断（covariation judgment）（Crocker， 1982）和联合谬误

（conjunction fallacy）（Fiedler， 1988）。

使用大学生充当被试的实验室研究方法也是目前决策和判断研究

中的一大局限。尽管这些研究颇有价值，但实验室设计的各种任务无

法获取与自然环境下相同的决策过程。举例而言，埃贝·埃布森

（Ebbe Ebbesen）和Vladimir Konecni（1975）发现，地方法官及高

法法官在真实情境和虚拟情境下所做出的保释判决差异巨大。第19章

中曾经指出，专家级桥牌选手和专业气象预报员比一般人能够做出准

确 得 多 的 判 断 （ Keren ，  1987；Murphy&Brown ，  1984；

Murphy&Winkler， 1984）。另一方面，许多研究显示，专家们与普通

大学生相比，在实验中表现出了相同的偏差（Dubé-Rioux&Russo，

1988），或仅仅是偏差的程度略低（Christensen-Szalanski，



Beck， Christensen-Szalanski，&Koepsell，1983；Smith&Kida，

1991）。很明显，我们需要更多地针对专家决策者进行研究。

决策研究的另一个问题是缺乏跨文化取向。绝大多数的研究都局

限于北美洲和欧洲，极少研究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是如何做决策的，由

此导致的结果是，我们很难判定这些结论具有多大范围的适用性

（Fletcher&Ward， 1988）。以下的一些例子描述了在取得肯定结论

过程中存在的困难。

唐纳德·泰勒和韦施纳·贾格（Donald Taylor&Vaishna Jaggi， 1974）发现了信

仰印度教的印度人对偏差的归因方式与美国人相似，但其他学者的研究发现美国人和印度人

在归因风格上存在差异。与美国人倾向于出现基本归因误差相比，印度人习惯将行为归因于

情境因素而非个性因素（Miller， 1984）。

詹姆斯·斯托纳（James Stoner， 1968）认为已经证明了美国、英国和以色列被试

的风险转移模式，但其他学者在美国、英国和亚洲被试中发现了他们在概率判断—存在的差

异（Wright et al.， 1978；Yates et al.， 1989）。

塔哈·阿米尔（Taha Amir， 1984）发现科威特人与美国人在阿施范例上的测试结果

比较类似，而Noriyuki Matsuda（1985）发现日本人在这种测试上的得分水平要高于美国

人。因而，上一年还认为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在下一年就变成了与文化有关的结论。

还有研究显示日本被试在归因中没有表现出自私的归因偏差，这与美国、印度、南非

和南斯拉夫的研究结果有差异（Chandler， Shama， Wolf，&Planchard， 1981）。

上述结论仅仅指出了跨文化决策研究的复杂性中很小的一部分。

在建立一个庞大的研究体系前，向任何非西方文化国家提供决策研究

的成果及建议都需要非常谨慎。

决策研究者易犯的错误

决策和判断的研究通常对另一个问题非常头痛——虽然很少提

及，但有深远的内涵。

决策和判断的研究人员与实验中的被试具有相似的出现偏差和误差的可能。



这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的结果就是，所有关于决策和判断的研究

——毕竟这也是一系列决策和判断结果——都容易出现偏差和误差。

举例而言，正如被试可能对他们的回答过分自信，决策的研究者

也可能对他们的理论过度自信。同理，研究者易受认知不协调和投资

陷阱的影响，并且有理由假设正是前期工作的沉没成本诱使研究者进

入陷阱。正如布罗克纳和鲁宾（1985， p. 260）在他们关于圈套和陷

阱的著作的结束语中提到的：“优秀的陷阱研究者——和成为我们实

验研究对象的决策者一样——必须能够在一个更大的框架下评估自己

的行为。

巴鲁克·菲施霍夫（1991）进一步观察到，若研究者想要并期待

着观察到某种现象，就有可能过高评价其频率（据推断，这是由于与

理论匹配的数据比不匹配的数据更容易被研究者注意到）。结果就是

出现易得性偏差，匹配数据出现的频次及（或）可能性就容易被过高

评价，由此研究者可能会产生一个虚构的——至少是夸大的——理论

与数据之间的相关。这种可能性与选择性知觉、偏差的同化作用以及

在不可信证据下对错误信念的盲目坚持等现象都相符（例如，Lord，

Ross，&Lepper， 1979；Ross， Lepper，&Hubbard， 1975）。

也许研究中最严重的问题在于，研究者们倾向于某些固定化的偏

见和自我实现的预言（Jenkins， 1981；Rosenthal， 1976）。罗伯

特·罗森塔尔和克米特·福德（Kermit Fode）（1963）作出这个题目

下最早也是最戏剧化的研究。罗森塔尔和福德告诉12个实验者，他们

将以一些“迷宫—智慧型”老鼠或“迷宫—蠢笨型”老鼠为实验对象

进行实验，而实际上所谓的标签都是随机分配的。每个实验者分配到5

只老鼠进行实验，要求实验者记录这些老鼠在50次走迷宫任务中的实

验结果。



对50次实验结果取平均，罗森塔尔和福德发现那些“迷宫—智慧

型”老鼠比“迷宫—蠢笨型”老鼠正确走完迷宫的数量高出50％。因

此，即使对结果的预期是随机的，实验者们报告的结果实际上只是他

们心中的预期。

总结一下，决策和判断研究常遭受自相矛盾的困扰：当其结论是

正确的（即存在偏差和误差），其结论在某些程度上也受到偏差和误

差的影响。与此同时，当其结论不正确（即不存在偏差和误差），其

结论仍然可能有误。两种结果都无法摆脱偏差和误差的出现。这种自

相矛盾的困境与奥地利逻辑学家Kurt Go¨del之不完全法则

（Incompleteness Theorem）的某些方面类似，他认为任何纯使用算

术并规范化的逻辑系统，都存在内在矛盾。

当然，与其他研究领域相比，在决策研究中，偏差和误差并非起

着更大的破坏作用。关键在于，不管多么不情愿，研究者们在考虑普

通人易犯的错误时必须把自己考虑在内。本书在结尾处强调以上内容

的目的在于进一步明确这一方向，即使只以斯金纳（1980）描述过的

方式：



我习惯于通过描述一个解释人类行为的演讲者（包括其他演讲者的行为）来表现出一

个行为主义学家对待他自己的态度，然后离开舞台。接着，他从舞台侧面探出头来说：“我

也喜欢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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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kes，  H. R.， &Hammond，  K. R.（ Eds.） .（ 1986） .

Judgment and deci sion making ： An interdisciplinary reader.

Cambridge， 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ell，  D. E.， &Raiffa，  H.， &Tversky，  A.（ Eds.） .

（ 1988 ） . Decisionmaking ： Descriptive ，  normative ，  and

prescriptive interactions. Cambridge ， Wngland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芝加哥大学也出版了一本非常好的演讲录，以纪念决策研究者希

勒尔·艾因霍恩（Hillel Einhorn）：

Hogarth，  R. M.（ Ed.） .（ 1990） . Insights in decision

making ： A tribute toHillel J. Einhor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有关问题措辞的效应，请阅读：

Schuman， H.，&Presser， S.（1981）. Questions and answers

in attitude sur-veys：Experiments on questionform， wording， and

context. Orlando， FL：Academic Press.



Hogarth， R.（Ed.）.（1982）. New directions for methodology

of social andbehavioral science ： Questionframing and response

consistency. San Francisco：Jossey-Bass.

Sudman， S.，&Bradburn， N. M.（1982）. Asking questions：A

practicalguide to questionnaire design. San Francisco： Jossey-

Bass.

最后，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有关社会心理学领域内的决策与判断，

我推荐以下三本书：

Aronson， E.（1991）. The social animal（6th rev. ed.）.

San Francisco：W.H. Freeman and Company.

Zimbardo， P. G.，&Leippe， M.（1991）. The psychology

ofattitude changeand social influence. New York：McGraw-Hill.

Cialdini ，  R. B. （ 1988 ） . Influence ： Science and

practice（2nd ed.）. Glenview， IL：Scott， Foresman.



内容提要

大量行为学研究揭示，人类的思维过程存在系统的局限性。人们

往往无法做到完全意义上的理性，相反，各种认知缺陷、启发式以及

惯性思维决定了我们的大多数判断和决策。

作者用生活化的语言与现实事例，全面介绍了判断和决策领域中

的基础理论和最新研究成果。全书内容可分成六部分：第1~2章介绍判

断和决策领域的学科历史，第3~7章总结关于判断的心理学研究，第8

章论述理性与不确定性间的关系，第9~10章论述偏好与选择问题，第

11~12章分别介绍了理性决策理论及描述性决策理论，第13~14章展望

了未来的研究方向。附录简单介绍概率论的相关知识。

本书语言精练、论述严谨，采择了大量最新的研究成果和研究发

现并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和分析，这一点充分显示了作者在“判断决

策”这一领域中的积淀，也体现了作者对这一研究领域的总体把握。

本书适合心理学和行为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参考，也可供那些对“决

策判断”问题有兴趣的广大读者阅读。



主编简介

彭凯平（Kaiping Peng）

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主任

清华大学社科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美国加州大学（UCLA）心理学与东亚研究终身教授

现任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主任、清华大学社科学院学术委员会主

席、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及东亚研究终身教授。美国密西

根大学心理学博士。曾教授的课程包括普通心理学，管理心理学、文

化心理学、积极心理学、跨文化沟通心理学。现任职国际积极心理联

合会执行委员（2010年至今）、中国国际积极心理学大会执行主席



（2009年至今），曾任职美国心理学会科学领导小组成员、伯克利加

州大学社会人格心理专业主任、第五届世界华人心理学家学术大会共

同主席，并担任过美国唐氏基金会董事和德国宝马公司青年领袖论坛

董事会成员；为众多政府和国际公司作战略、人事、文化，管理咨

询，例如：福特，宝马，美国航天局，富士康，宏达电，万科，中

化，中航，海总，总装备部等。他还是多所国际著名商学院常聘客座

教授，并连续多年获得清华大学经管学院EMBA最佳教学奖。

彭教授曾发表140多篇期刊论文，多次获得重要学术奖项（包括

2004年美国社会问题心理学会最佳论文奖，2006年美国管理学院最佳

论文奖），出版学术专著多部，2007年被美国人格与社会心理学会评

为全世界论文引用最多的中青年社会心理学家。2008年5月起受聘清华

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和首任系主任；2009年入选中组部国家级海外高级

引进人才（千人计划），回国后主要贡献包括：主持清华大学心理学

系的复系工作；主持与国防有关的特殊人员的心理保障工作；主持并

推动积极心理学在中国的普及工作并担任国际积极心理学联合会中国

理事；参与中国各城市幸福城市建设工作；以清华名义发布科研论文

70多篇，为论文国际引用名列前茅的少数中国社会科学学者。



作者简介

雷德·海斯蒂（Reid Hastie）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和耶鲁大学

完成了传统课程的学习，并完成了关于词汇记忆和几何形状记忆的博

士研究。但是，他在哈佛大学开始其学术工作之后，积极地寻求校外

研究的机会，在医院和法庭中展开关于医疗和法律决策的研究。海斯

蒂的研究兴趣在于认知心理学的方法和理论在判断决策方面的应用。

他一直致力于现实情境中的研究，包括医疗决策、法律决策、天气预

报、消费者和商业金融决策等领域。

沿着这一研究方向，海斯蒂开始对小组决策、团队决策以及问题

解决产生兴趣，并且从个人认知水平的分析进入到关于决策的社会影

响和人际互动的研究。海斯蒂最为知名的是他在法律决策领域的研究

（《法庭上的社会心理学》[Social Psychology in Court，与

Michael Saks合著]、《陪审团中》[Inside the Jury，与Steven

Penrod和Nancy Pennington合著]和《陪审员》[Inside the Juror，

编著]）以及在社会记忆和判断过程方面的研究（《个体记忆：社会知

觉的认知基础》[Person Memory: The Cognitive Basis of Social

Perception，编著]）。他曾供职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评审小组、

美国海军研究室、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美国国家科学院和美国

国家研究中心，并在15个专业期刊任编委。

海斯蒂非常自豪的是，他本人在判断决策领域的诸多主题方面有

30多年的教学与高校咨询经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部《不确定世界

的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 in an Uncertain World，第一版由

罗宾·道斯独自撰写）是他在人类决策行为基本原理和总结发现上的

顶峰之作。他目前就职于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



罗宾·道斯（Robyn M.Dawes）1958年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学士，后

进入密歇根大学临床心理学系。两年后，他怀着对研究生教学课程以

及行为决策、社会互动和态度测量的兴趣进入了数学心理学系（1963

年获得博士）。他担任当地一家退伍军人荣养医院的心理研究员和密

歇根大学心理学系教员达5年之久。1967年，他迁居至俄勒冈州，并于

1971年成为教授，先后担任了6年系主任（代理主任1972~1973，

1979~1980；正式主任，1981~1985）。他也曾在俄勒冈研究所兼职，

在1973~1974年担任副所长，后因故辞职。他在1985年秋转到卡耐基梅

隆大学，在社会和决策科学系担任心理学教授，并担任了一届5年系主

任 ， 1996 年 又 担 任 了 一 届 1 年 代 理 系 主 任 ， 并 获 得 Charles

J.Queenan，Jr.名誉教授称号。

道斯发表过150多篇论文、出版了6部书籍（包括《纸牌屋：迷思

上 的 心 理 学 和 心 理 治 疗 》 [House of Cards: Psychology and

Psychotherapy Built on Myth，1994]；《日常生活的非理性：伪科

学家、精神病人和其他人是如何系统性地非理性思考的》[Everyday

Irrationality: How Pseudo-Scientists, Lunatics, and the Rest

of Us Systematically Fail to Think Rationally，2001]；和《价

值判断》[Judging Merit，2008]）。他是《不确定世界的理性选择》

的第一版（1988）的作者，这本书为他赢得了美国心理学会普通心理

分会颁发的威廉·詹姆士奖。道斯曾担任俄勒冈心理学会主席

（1983~1984）、判断和决策研究协会会长（1988~1989）、美国心理

学会伦理委员会成员（1985~1988）以及社会经济学促进会和美国应用

和预防心理学的执行董事。此外，他曾供职于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的

艾滋病研究所以及行为、社会和统计科学委员会，促成了《艾滋病、

性行为和静脉吸毒》（AIDS, Sexual Behavior, and Intravenous

Drug Use，1989）和《艾滋病：第二个十年》（AIDS: The Second

Decade，1990）的报告。



他可谓活出了一个“有趣”的人生。



序一：译丛新序

1979年，我在北京大学校园开始了我的心理学求学生涯，当时我

们心理系的老师委婉地告诉我们，你们学心理学可能早了20年。老实

说，年轻的我们当时并没有完全领会这句话的多重含义。

2004年，我在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的校园，开始了和新曲线出版

咨询公司的合作，推荐出版《社会心理学精品译丛》。坦率地说，我

并没有预料到这样一套关于人性、人情、人欲、人世的学术丛书，会

有这么大的社会影响，成为中国出版界发行的最畅销的心理学丛书之

一。

2013年的今天，我已经到了清华校园。受清华大学之邀、加州大

学之托，五年前我开始帮助清华大学恢复它历史上曾经辉煌的心理学

系，并出任复建后的首任系主任。五年的国际穿梭，以及和国内心理

学界同仁的共苦同甘，已经让我看到了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兴起，等来

了中国心理学的春天！

所以，当新曲线公司的同事们决定出版该丛书的十周年纪念版，

不仅新增《社会认知：洞悉人心的科学》、《不确定世界的理性选

择》、《社会冲突》、《社会心理学之旅》、《社会心理学纲要》等

新品种，而且对《态度改变与社会影响》、《决策与判断》等原有品

种的译文进行精益求精的再加工，将丛书以更加精致、高雅、系统的

方式介绍给我们的读者，并邀请我为新书重新写序，我已经一点也不

感到意外，并相信它一定会成为人们喜爱的优秀的心理学书籍。

那么，为什么短短几年社会心理学会在中国变得如此大受欢迎？

甚至我们还可以问问，为什么清华大学要在2008年恢复它的心理学



系？我觉得，中国的现代化是背后最主要的原因。正是在2008年，中

国的人均GDP达到3400美元。根据经济学家在上世纪40年代提出的人均

3000美元的现代化标准，这正式表明中国已经迈入现代化国家的门

槛。美国是在1962年首先进入现代化国家的行列，英国是1968年，法

国是1972年。

现代化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人变得比物更为重要。现代化之

前，我们追求小康，以物质的丰富作为社会发展的目标，现代化以

后，我们追求和谐、文化、美和幸福，以人民的尊严和完美生活为奋

斗目标。这种变化，也不断反映在中国政府的执政理念变化上。从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构建和谐社会”，从“建设文化强国”再

到“建设美丽中国”，这些理念其实反映的正是中国社会的发展进

步，特别是人民基本需求的变化和提升。心理学家马斯洛早就提出人

类的需要层次理论，就是说人类从一开始衣食住行的生理需求，逐渐

上升到安全、归属、爱和尊严的社会需求。再往上，就得有文化和知

识的需求，以及对美的追求。人类最高级的需求就是马斯洛的自我实

现，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心理指标就是幸福的巅峰体验。

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

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那人又是什么？其实，人最重要的标志是

他有心理活动。“人者，心之器也。”正是因为人类的心理活动，人

生活得才有意义，才有价值。没有心理活动，人就是行尸走肉。

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没有人类的心理，可以照样存在。没有人

类，星空依然灿烂，太阳照常升落，但一旦人类的活动参与进来，星

空就不仅仅是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它就成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在

中国东海，北纬25°40′ ~ 26°、东经123° ~ 124°34′之间有一

片岛屿，这本来是一个地理科学的概念，是属于自然科学的知识，但

当我们意识到，这片岛屿就是钓鱼岛列岛时，这个知识就变成社会心



理学的研究范畴。它就有了感情、意识、行动。没有人类的思想和意

识，自然世界本身是不会有特别的意义的。

科学发展，以人为本。它呼唤的其实就是社会心理学。因为社会

就是人的集合；人的本质就是心理的载体。正是人类的心理活动，如

需求、欲望、价值、信念、判断、决策、竞争、合作、冲突、博弈，

等等，使得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也更加复杂多变，需要更多的

智慧、理性、善良、宽容和理解。

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为中国的社会心理学提出了无数引人入胜的

问题。社会如何管理？创新如何推进？什么是中国人共同的民族意

识？中华文化薪火相传，传的到底是什么？甚至还包括一些看起来肤

浅、实际上很难回答的问题，比如，你幸福吗？

2000年，美国科学院组织了一批著名的学者讨论人类的未来科学

究竟有哪些，他们的结论是NBICS（纳米—生物—信息—认知—社

会）。

“在下个世纪，或者在大约五代人的时期之内，一些突破会出现

在纳米技术（消弭了自然的和人造的分子系统之间的界限）、信息科

学（导向更加自主的、智能的机器）、生物科学和生命科学（通过基

因学和蛋白质学来延长人类生命）、认知和神经科学（创造出人工神

经网络并破译人类认知）和社会科学（理解文化信息，驾驭集体智

商）领域，这些突破被用于加快技术进步的步伐，并可能会再一次改

变我们的物种，其深远的意义可以媲美数十万代人以前人类首次学会

口头语言知识。”

其中提出的社会科学问题——理解文化信息，驾驭集体智商——

正是我推荐社会心理学精品译丛的初衷。丰富中国人民的社会文化生



活，提高我们中国人的集体智商，这是这个时代赋予我们这些心理学

工作者的责任，让我们大家一起为人民的心理幸福而奋斗。

彭凯平

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伟清楼501

2012年12月12日



序二：译丛序

社会心理学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一门社会科学学科，它

研究的是人的心理和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试图探讨人的思想、情感

和行为如何受到其他人的影响，这些影响包括实际的、想象中的和推

测出来的人际作用。社会心理学家通常思考的问题有：我们如何认识

他人（社会认知），我们如何与他人打交道（社会互动）以及文化、

社会、团体如何作用于我们（社会影响）等方面的内容。

众所周知，社会心理学研究向来有心理学的、社会学的和符号学

的三种取向，其中心理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更强调实证的研究和对社

会中个体心理的关注。本译丛以津巴多（Philip G.Zimbardo）主编的

“麦格劳-希尔社会心理学系列丛书” 为基础，从中遴选出精品（如

《决策与判断》、《自我》、《亲密关系》、《态度改变与社会影

响》），并在更大的范围内，补充一些在近年来有广泛影响的社会心

理学新著。

十几年前，香港中文大学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彭迈克（Michael

Bond）就曾经说过：“心理学不幸是由西方人创建的，结果，西方的

心理学研究了太多的变态心理和个性行为。如果心理学是由中国人创

建的，那么它一定是一门强调社会心理学的基础学科。”确实，这门

学科是我们中国人有可能做得比其他国家的学者更好的心理学领域，

因为我们的文化几千年来就很强调人与他人、人与环境、人与社会的

关系，而这些关系正好是社会心理学关注的焦点所在。可惜时至今

日，中国的社会心理学并没有得到它所应有的关注。我们推出这套丛

书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让国内有志于学习、研究和应用社会心理学

的各界人士较为系统地了解当代社会心理学的来龙去脉、重大发现以



及最新前沿，而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通过这套丛书，为推动中国社

会心理学的发展以及提高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国际影响贡献绵薄之力。

彭凯平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教授

2004年9月



序三：译序一

人类生活在一个充满着不确定的世界里。即使第六次科技革命正

向我们走来，我们仍然不知道孕育我们生命的地球会在何时、何地发

生地震，我们依然无法预测金融危机或H7N9禽流感的降临与范围。人

类要生存下去，必须适应这个充满未知和不确定性的世界。汶川大地

震后《自然》杂志刊登社论——《为未知做好准备》（Bracing for

the unknown），即曾呼吁“科学界要充分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挑

战”。



“人类在不确定条件下如何做出判断和决策”是一个富有前景和

重要意义的科学难题。如本书所述，寻求理性之路漫长而且艰难。如

今人类已经历了几十万年的进化历程，人类之所以能成功地完成觅

食、保障安全、选择配偶、保护后代等“生存任务”，以至主宰地

球，正是因为我们通过自然选择的进程，拥有了一项独特技能——做

出好的、可持续的、适应性决策。

不确定性决策领域内的研究是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Hebert

Simon、Maurice Allais、Daniel Kahneman、Vernon Smith等学者所

推动创立的行为经济学、神经经济学以及相关的行为博弈、行为金融

学等新兴交叉学科基础上开展的综合研究。

中国的行为决策研究源于工业心理学。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

心理学系于1985年招收了9名工业心理学专业的硕士生。其中3名毕业

生将自己的研究锚定在行为决策上。谢晓非于1999年在北京大学首次

开设“风险认知与决策”课程，2001年首次开设“决策行为”课程；

李纾于2005年在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首次以“行为决策”为方向招

收研究生；陈晓萍于2010年成为行为决策的学术期刊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的首任华裔总编辑。2004

年，第28届国际心理学大会在北京召开，诺贝尔奖得主Kahneman教授

作了题为“认知错觉的前景”的主题演讲，极大地鼓舞了国内为数不

多的决策研究者。此次，谢晓非和李纾课题组联手翻译本书，其本意

是推动行为决策在中国的研究，其时机亦应了心理科学协会（APS）期

刊Observer 2012年首期封面文章《选择的机制》所言：“在当今世

界，各学派的心理学家都明确地赋予‘理解并改进决策’这类研究愈

来愈大的优先权。”

我们课题组在寻求理性之路中所做的主要工作是：借助大规模人

群调查、情景模拟、实验室实验、双生子研究法、眼动记录法、脑成



像等技术，系统探讨不确定环境下决策的行为和神经机制，为回答

“风险决策是否遵循补偿性原则”这一问题提供行为和神经水平的理

论基础和实证证据。从适应性行为的观点来看，主流决策模型（包括

Prospect Theory）所假定的补偿性风险决策过程或是一个错误的共

识，强调生态理性的研究将纠正这个似是而非的前提假设。

我们研究和翻译工作的使命是促进我们对人类决策行为的理解，

改善决策质量。希望能在描述决策的过程中帮助读者更好地进行决

策。

李纾 2013年4月于北京懿品阁



序四：译序二

我正在去往欧洲的飞机上，新闻里正滚动播报旧金山机场飞机起

火事故的最新进展。本来，为《不确定世界的理性选择》一书中文译

本写序的任务是责任编辑常玉轩早就给我布置的，但一直被我拖到了

无法再拖的程度。旅程中匆忙的笔墨，倒也让我更深地体会了作者将

“不确定世界”放到如此醒目位置上的用意。当今社会，我们正在享

受着眼花缭乱的科技进步与人文发展，而不确定性的特征也日益凸

显，理性选择也因此更加具有重要价值。



雷德·海斯蒂和罗宾·道斯两位作者，对于现在正在风险与决策

领域从事研究的博士生同学来说，可能并不是太熟悉，但这两位可以

说是真正的风险与决策领域的资深专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两位年长

于目前活跃于决策领域的大多数学者，更是由于他们所从事过的学术

和教学单位，无一例外都是在决策领域世界顶尖的科研和教学机构。

与那些毕生只与学术打交道的学者相比，他们的特别也许正在于他们

不仅在学术方面有重要的成就，同时，他们还致力于学术到应用的转

化，在其职业生涯中取得重大成功。从学术到应用，这两者之间究竟

有多远的距离？我也是在看完了这本书以后才有更深的体会。两位学

者对此所付出的辛苦与贡献，并不逊色于那些在学术上做出杰出成就

的人。以我的理解，这两位学者将“学术向应用转化”当成自己的主

业而不是副业，这一点决定了他们是决策领域更具有特色的学者，他

们更可能让读者真正理解怎样才能“理性选择”。

正因为作者有此不同寻常的努力，才使得我们很容易发现这本书

的价值。《不确定世界的理性选择》一书的写作基本上是按照决策领

域现有成果进行梳理的，其内在逻辑比较容易把握。最值得称道的地

方，还是两位作者对目前决策领域的学术成果的个人理解，并且极其

用心地将这种理解表达出来。读者可以通过阅读此著作充分领略作者

对决策理论的透彻解析，因此，该书非常适合决策领域的青年学者研

读。同时，作者在如何将学术成果应用于人们的日常决策方面颇费了

一番苦思及苦功，书中笔墨处处展现出作者独具匠心的思考，所积累

的案例也看得出多是集几十年之功的。所以，这本书同样也适合那些

在现实中困惑于自己的决策问题的普罗大众。决策是一个非常独特的

交叉性研究领域，一些经典的决策研究问题产生于人类的某些既定

“缺陷”，对于这些人为偏差的透彻探讨，才有可能教会人们如何更

好地进行理性选择。也许，有时候我们需要避免偏差，而有时候我们

必须利用偏差。心理学理论和成果对决策领域的独特贡献，也许还未

被充分地意识到。从这两位作者的笔下，我们可以很好地领会心理学



在决策领域的不可替代性。我相信，只有心理学家对决策研究的积极

参与，才有可能将我们对决策问题、以及对人们的决策能力的实际改

进深入到一个新的高度。心理学对决策领域的贡献还在于对个体人格

的认识，最近我和我的一位学生刚刚完成了一篇综述文章，文章对

“最优化”和“满意型”决策者的决策过程进行了总结，可以肯定这

两类决策者的决策过程和决策结果都有不同的特征，但究竟谁能更好

地决策呢？也许最终结论应该是，无论是最优还是满意型的决策者，

只有适合自己的决策才是“好的决策”，这样的问题只有心理学家才

能帮助你解决。读完这本书后，你应该可以找到很明确的答案。

这本书的翻译是由李纾教授领导的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社会

与行为决策研究中心以及由我主持的北京大学心理系风险与决策实验

室的一群研究生共同合作完成的。李纾教授与我曾经是同窗，所以我

们很早就相互熟知，同时，这两个实验室也算是国内比较早且一直坚

持进行决策研究的地方。两个实验室时常有学术交流，也时不时地做

一点国内决策领域的学术标准化，比如，对于卡尼曼的prospect

theory，我们约定两个实验室都采用“预期理论”而不是“前景理

论”的译法，这样的事情让古板的学术有了些世俗的乐趣。另外还有

一点需要说明，考虑到本书的读者中大多会是专业人员，因此对书中

提到的决策领域中的研究者及专业人士的姓名并未按照音译翻译出，

只翻译了例子中列举出的人物，如“琳达”及某些太过耳熟能详的人

名，如富兰克林、弗洛伊德等。这样做能避免一个问题，即不会因译

名的不同而混淆，又方便读者根据原名查找更多相关资料及文献。参

与翻译的研究生中，不乏有将来的学术人才，甚至是大师，这本书也

融进了他们对问题的理解，从这些文字中就可以初见端倪。 翻译初稿

的具体分工是：陆静怡（第1章）、胡振北（第2章）、林靖（第3

章）、苏寅（第4章）、杜雪蕾（第5章）、唐辉（第6章）、胡天翊

（第7章、附录）、吴昊（第8章）、关嘉榆（第8章）、王秋鸿（第9

章）、李靖宇（第10章）、谢茹（第11章）、孙红月（第12章）、严



万森（第13章）、江程铭（第14章）、路西（前言、作者简介）。此

外，郑晓璐、王赟、张曼灵、江信文、宋弋、贾汇源、庄雅婷和上述

翻译者一起参与了初稿的校对工作。在同学翻译初稿的基础上，谢晓

非和李纾负责全书的整体翻译，对照原文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改和润

色。由于时间有限，书中可能有许多不成熟以及可以进一步推敲的地

方，还恳请广大读者的批评与指正。最后，还要感谢新曲线公司的刘

力总裁与常玉轩编辑，是他们在专业和质量上的坚持，让这本书能够

以更高的质量面世。

北京大学心理学系 谢晓非

2013年7月27日



前言

真理最大的敌人往往并不是故意编造的谎言，而是长期流传的似是而非的神话。

——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1917~1963）

美国第35任总统（1961~1963）

在本书中，我们尽可能地以非技术性的方式呈现判断和决策领域

的一些基础理论和研究成果。这一方式在教学中受到了学生们的欢

迎，因此我们希望读者也会同样喜欢这本书。30年来，我们在卡内基

梅隆大学、芝加哥大学、科罗拉多大学、俄勒冈大学、西北大学和哈

佛大学向学生讲授本书内容，发现它比我们讲授的其他任何主题都更

受欢迎。

撰写本书的最初动机是：我们相信，了解理性决策的原理能帮助

人们提升选择的质量，从而改善其生活。本书的内容不仅有深刻的学

术魅力，而且有实践价值。当然，这也是学生们发现并告诉我们的。

他们完成本课程数年之后，仍然经常说，他们所学的这些内容极大改

变了他们的日常生活（比知道前扣带皮层是大脑的一部分或青春期精

神分裂者智力会下降有用得多）。

本书分为六个部分。第1、2章介绍了判断和决策领域的学科历

史，以及判断和决策的理性模型和描述性模型。第3~7章回顾了判断领

域的心理学研究。第8章则集中于我们的一些判断习惯中的正确性和理

性。第9章和第10章论述了我们所知的基本价值观的起源，以及当结果

几乎没有不确定性但是我们的偏好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时，我们会如

何选择。第11章和第12章介绍了理性决策的重要理论——期望效用理

论和一种重要的描述性心理学理论——预期理论（prospect theory，



也译作“前景理论”）。第13章概览了本领域的前沿研究方向。最后

一章回顾了我们讨论的主要问题和结论，并真挚地劝告读者，使其认

识并享受能够生活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最后，附录提供了数理概

率论方面的一些概念——我们正是据此分析和完成本书的。

我们会将决策中的基本理性原则与实际行为进行比较，它们存在

差异，并且，这种差异并不能归咎于随机误差或错误，而是自动有意

的思考过程——它能影响人们如何理解决策问题以及如何评价未来可

能发生的事情。总之，提纲挈领的观点是：我们的思维过程存在系统

的局限性，我们回顾了大量的行为学研究，它们均验证了这一结论。

我们尝试尽可能清晰有力地陈述研究的意义。然而，毫无疑问，

将来的研究很可能证明，本书中某些研究结论是错误的或有待确认

的。但是我们坚持：学术研究——不是趣闻轶事，不是似是而非的信

条，不是常识或日常经验——才应该是理解和评价我们决策成果的基

础。虽然如此，我们仍然把趣闻轶事作为一种教学手段。在超过50年

的学习和教学过程中，我们收集到的许多趣闻轶事都表明：人们关于

决策的思考是如何系统性地与理性产生了偏离。

有限认知能力的观点和我们对自己聪明程度的先入之见存在冲

突。尽管大部分人愿意承认，我们的潜意识（对弗洛伊德主义者而

言）、“动物性”（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主义者而言）或头脑发热

的本性可能会干扰我们的推理；但是，从根本上说，思维本身是一个

存在瑕疵的、有局限性的过程，这一观点会令很多人不快。此外，许

多人之所以拒绝承认思维的瑕疵，是因为他们坚持：我们在地球上为

万物之主宰的地位是和我们的脑力相关的，这已经被我们的技术进步

和人类文明所证实。然而，这个常识性的观点在几个方面都是有问题

的。



首先，尽管进化论总是被说成“最适者生存”，但其机制表述为

“更适者生存”才比较确切。与其竞争者相比，在特定环境中有更高

存活和繁衍概率的动物更可能把基因遗传给后代。与那些优化的物理

或数学标准相比，成功的动物其实并不一定是最优的，只须比竞争者

和先祖好上一点儿就足矣。即使根据特定环境的需要和生存要求来定

义比较优势，即使人类的大脑确实使我们的祖先胜过相竞争的物种，

那也不能证明它就是最佳的思考设备，只能证明它仅仅比别的设备稍

微好一点而已。我们不妨用视觉系统和判断系统来类比说明：我们的

视觉系统并没有设计成用来获取环境中最多的光学信息，它仅设计为

获取正确数量的信息，以便在脑海中形成图像，并有效地实现生存繁

衍的目的。

第二，我们的技术发展不能作为人类个体聪慧的证据，相反，它

是人类在代际之间可交流知识的证据。如果没有从他人或者前辈中借

用和继承知识，一个人无法单独创造相对论、交响乐或者氢弹。借用

包含了如何识别出有用的思想，但是识别一项有价值的智力成果比创

造它要容易得多。相反，当我们在生活中面临一个重要决策时，我们

通常会“自以为是”地考虑自己将会选择什么行为及其可能的后果。

我们也要反对另一错误观念：决策的重要性仅仅是因为在当今世

界，我们作为个体或一个种族所面临的选择极其浩瀚。诚然，我们的

曾祖父母很少认真思考离婚的可能，他们那代的政治领袖也很少考虑

冒着灭绝人种的危险来达成某项国际政治目标。那时的工程师也未曾

被要求建造复杂的工厂来生产能源，而那些工厂可能因为一个运营者

的错误决策就会毒害广阔的地区（例如，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

不过，尽管我们的选择要远远多于我们的祖先，但我们的决策并不见

得比他们更艰难。这是因为我们已经习惯和适应必须做出决策并承担

其后果。这种适应既是祝福（例如，当一个人处于最糟糕的监狱时，

可能吃一点面包也会经历狂喜），又是咒诅（例如，当那些似乎已



“功成名就”的人习惯了自己的富有时，就会发现自己还是处在不满

足的“享乐跑步机”上）。主观性在决策中所占的权重是不少的。我

们在书中介绍决策领域方面的一些新的知识，这些知识是有关理性决

策的一些简要原则和导致我们做出非理性决策的认知缺陷。

现在我们来谈谈本书的格式。我们没有使用脚注，某些次级的解

释和评论已被纳入正文。在大多数情况下，文本的引文页码也省略

了，因为从作者的名字查找到有关材料是非常容易的。我们已经尽量

使用以非技术方式来呈现论述基础问题的那些材料。当我们提到的材

料在本书中的别处出现时，我们提供指向某一章中某个小节的节标题

（例如，章节3.4指的是第3章内的第4小节）。

在理智上和情感上，我们对太多的同事和朋友负债累累，以至于

我们不敢列出他们的名字，因为我们很可能忽略了某位重要的、值得

感谢的朋友。我们的出版商，Gerard McCauley，勉为其难地接受了我

们的辩护，来帮助我们穿过此书发行过程中的险滩，我们简直无法表

达对他的感激之情。我们也要感谢Andrew Hastie在此版本的图表编排

中做出的杰出工作，还有坦普尔顿基金会（Templeton Foundation）

的财政支持。

雷德·海斯蒂

罗宾·道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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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思维和决策

生活是一门艺术，要在不充足的前提下得出充足的结论。

——塞缪尔·巴特勒（1835~1902）

英国19世纪后半叶最伟大的作家

1.1 决策是一种技能

今天的人类经历了几十万年的进化历程，我们的祖先群居而生，

他们几乎把所有醒着的时间都用来觅食以维持生计。当我们无需觅食

时，则会寻找安全的住处，选择合适的配偶，保护我们的后代。人类

之所以能成功地完成这些“生存任务”，并非因为我们拥有异常敏锐

的感觉，也并非因为我们拥有格外强壮的体魄。事实上，今天的人类

之所以能主宰地球，恰恰是因为我们拥有一种独特的技能——能够做

出好的决策。这一技能已经能使我们离开地球，当然，只是在短时间

内；我们也依靠决策技能发展了各种技术并制造出武器，但是，如果

我们真地做了几个坏决策，我们就会遭到这些技术和武器的报应，使

得我们这个星球变得不宜生存。总而言之，人类拥有一种特殊的能

力，能为实现特定的目标而选择合适的途径。

本书关乎决策，但并非强调人们应该选择什么，而是论述我们是

如何选择的。书中的绝大多数结论都来自心理学家、经济学家和生物

学家关于人们如何实际选择和决策的研究，他们的研究对象既有医学

专家和金融专家，也有参加心理学实验的大学生。研究最重要的发现

是：不同个体在不同决策情境下的思考方式是相同的。我们有一些共

同的认知技能，它导致我们表现出一些相似的决策习惯。但是，我们



的思维技能也具有普遍的局限性，这就使得我们做出的决策远非最佳

选择，当决策任务与人们在祖祖辈辈所经历的“进化”环境中那些决

策和判断有所不同时，这种局限性就显得尤为明显。

我们的决策能力并不是经过一些进化上的设计而简单地被“安

入”体内的。事实上，如何做出明智的选择是一种需要学习的技能。

和其他所有技能一样，决策技能也会随着经验的丰富而改善。这一过

程和学习游泳的过程非常相似。当我们第一次进入水中时，绝大多数

人会动员肌肉，做出一些动作来避免溺水。但我们却犯一个严重错

误：欲将头部露出水面。这个错误致使我们采取直立姿态，而直立姿

态很可能引发溺水。即使人们在认识上有所提高，但在惊恐慌乱时，

仍会拼命地将整个头部保持在水面之上，尽管这样做要比采取“海蜇

漂浮”式的平躺姿势付出更多的努力。由此可见，教别人学游泳的第

一步就是要让他觉得把头置入水中是舒服的。只要人们克服了这种

“头部向上”的错误，就能在水下待上几小时，他们需要做的仅仅是

仰天平躺、摆动四肢，并在必要时将头部浮出水面进行呼吸（当然，

波涛不能太汹涌，水温不能过低）。所以，人们可通过消除不利的错

误来矫正普通技能，使其能有效地应对情境。

本书描述并解释了一些不利的思维习惯，并且提出一些能改善决

策技能的策略。这种方法体现了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思想精髓。当他

的朋友约瑟夫·普利斯特列为一个紧急决策征求其建议时，富兰克林

在回信（1772年）的开头部分写道：“我没有足够的权力建议你，应

该选择什么，但如果你愿意聆听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如何决策。”我

们在本书中论述了一些不利的思维模式，目的是为改善决策质量提供

建议。但我们并不会告诉你在决策时你的目标、偏好和意愿应该是什

么。本书的目的既不是要提高读者的品位、偏好或道德，也不提供建

议说明该如何实施某些决定，同样，本书（不会像同一主题的很多其

他书那样）也不会告诉你怎样做才能改善自我感觉。我们的目标是改



善读者的决策和选择技能。另外，为了更好地理解决策过程，也为了

鉴别出何种情境下我们易做出不佳决策，我们会引入另一个视角来理

解决策，哲学家和数学家称其为“对理性决策过程本质的分析”。

1.2 思维：自动思维和控制性思维

什么是思维？简而言之，它是针对那些并不存在于即时环境中的

事物所创造出的心理表征。看见一堵绿色的墙，这不是思维，但是，

想象那堵墙如果被漆成蓝色会是什么样子，这就是思维。同样，发现

一位病人患了黄疸也不是思维，而推测这位病人的肝脏可能遭受损

伤，这便是思维。再如，知道了某只股票的股价下跌，这不是思维，

但猜想股价下跌的理由并决定抛掉该股就是思维。

50多年前，英国心理学家巴特利特（Sir Frederick Bartlett，

1886~1969）的研究推动并建立了我们现在所说的认知心理学。他将思

维定义为一种“在已知现象中填补空缺”的技能（1958）。也许，将

思维理解成知觉的扩展（extension of perception）最为恰当。通过

知觉系统，环境在我们心中形成图片，而知觉扩展使我们能填补这些

图片的空缺，并推测环境中的因果关系和其他重要的可能。[例如，

Steven Pinker（1997）认为，我们一定是把不完整的二维视知觉作为

“前提”去“推测”三维世界的心理模型。对于这一观点，他还给出

了指导性的分析。]

我们能将思维过程简化成两种基本类型：自动的（automatic）和

控制性的（controlled）。这两个词本身就暗含了两种思维的区别。

自动思维的最简形式是单纯联结（pure association）。例如，环境

中的某些事物“把某个想法带进头脑”，这是一种单纯联结；又如，

某个想法激起了另一个想法或记忆，这也是单纯联结。正如英国哲学



家约翰·洛克（1632~1706）指出的那样，人类绝大部分的思维都是联

想性的。与自动思维相对的是控制性思维，它是指人们有意识地假设

一些事物或经历，并基于这些假设的术语来看待我们的经历。因此，

控制性思维是一种“如果……那么……”的思维。瑞士心理学家让·

皮亚杰（1896~1980）把控制性思维定义成一种“形式运算”的思维，

它认为“相比可能性，现实是次要的”。事实上，这种形式运算思维

只是控制性思维的一种。控制性思维还包括视觉想象、创造和情境创

设。

为了更好地区分这两类思维，我们来举个例子。我们身边很多从

事临床心理治疗的同事都相信，所有虐待儿童的事例都必须报告出

来，无论这些事情发生在多么遥远的过去，也无论此时这些儿童有多

么安全。“就虐待儿童这件事，我们知道的是，没有哪个施虐者会自

觉地停止施虐。”临床心理学家是怎么知道这一点的呢？也许他们曾

经为一些施虐者进行过治疗，当然，在他们所见到的施虐者中，没有

哪个人是自己主动停止施虐的。（否则，我们的同事就不可能接触到

这些施虐者。）他们对虐待儿童者的印象自动地与他们所遇到的施虐

者联结到一起。而他们遇到的施虐者没有“自觉停止施虐”，所以临

床心理学家就下结论认为，所有的虐待儿童者都不会主动停止施虐。

这个结论就是自动性的。

我们的这些同事的确接触过虐待儿童者。但问题在于，他们所接

触的患者仅限于那些没有自觉停止施虐行为的人，这是因为他们只是

在治疗情境中才接触到施虐者，很明显，不经过治疗，这些施虐者当

然不会自觉停止施虐。而那些未经治疗就主动停止的施虐者显然不会

去寻求治疗，也不会认为自己是虐待儿童者。他们构成了系统性的

“非可获得性”偏差。一个与之相似的例子是，私人开业进行心理治

疗的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认为，低自尊会“引发”一些负性的社交

和个人行为。然而，他们所接触到的都是那些前来治疗的人。而那些



表现出负性行为但并不为此感到不适的人不会自愿地寻求治疗。（在

强迫治疗情境中，例如为未成年罪犯进行的居家治疗，治疗师并未发

现这些患者具有低自尊；事实上，真正的结果还往往相反。）由此可

见，在自愿治疗情境中，多数表现出负性行为的人同时具有消极的自

我意象。治疗师据此得出结论：负性行为的根源是自我意象问题。然

而，我们也能轻易地得出另一结论：自我意象问题致使人们寻求治

疗。我们甚至还能认为，消极的自我意象对那些人来说是有价值的，

否则他们就不会有动机去改变自己的行为。

控制性思维表明上述推论的逻辑是有漏洞的。一位批评者就指出

了其同行在推理过程中存在的瑕疵。他在提出批评时并没有局限于出

现在脑海中的事物（其接触到的患者），而是不断地停下来扪心自问

“如果……那么……”。“如果……那么……”这样的思维正是皮亚

杰提出的形式运算思维。此时存在两种相互竞争的思维，一种是对可

能性集合的逻辑推理思维，另一种是自动思维，但由于治疗师观察到

的只有一个集合中的样本（缺少了自己主动停止的施虐者），而没见

过另一集合中的个体，因此两种思维的竞争是不平等的。在以上这些

例子以及很多其他例子中，应该支持的逻辑结论是“不知道”，这让

一些读者十分困惑。但是，当我们有所不知时，最好应该知道我们到

底不知道什么，并且细致地寻找更多的证据来支持那些重要的结论。

人们开车时的思维就是自动思维的一种原型。我们要对环境中不

存在的刺激做出反应，例如，在我们未到达十字路口时预期会遇到红

灯。此时的思维是高度自动化的，人们甚至意识不到它们的存在。我

们“开着汽车”到达预期位置，但意识不到此时我们正在转动方向

盘，从而使汽车按自己的要求前行。只有当我们学车时才会意识到这

些思维过程的存在。确切地说，只有我们不再意识到它们时我们才算

真正学会开车。尽管开车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运动过程而非心理表征，

但我们在开车过程中仍会“思考”。只不过这种思维高度自动化，因



此，我们得以在思考的同时利用头脑其他部分进行对话、听音乐，甚

至吟诗谱曲。当自动思维发生在有点不同寻常的非现世区域时，我们

就称之为直觉（例如，我们会钦佩伟大的物理学家、机械师、商业领

袖们的直觉性智慧）。

与此相反，科学推理是控制性思维的一种原型。为解释某一现

象，人们会产生一些想法，尽管这些初始想法的产生可能是直觉性

的，但是，要验证它们必须经过严谨的调查，包括考虑这一现象的其

他解释（alternative explanations）。（事实上，皮亚杰关于形式

运算的观点正是科学思维在日常情境中的应用。）通过观察、逻辑推

理或实验，大多数似是而非的解释（plausible explanations）会被

系统地排除。（然而，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一些事，某些解释被不当

实验排除，但后来又被证明是正确的。描述氢原子活动的薛定谔方程

就是一个例子。物理学家保罗·迪拉克评论说，薛定谔太过关注实

验，没能直觉地意识到自己的方程非常“漂亮”。）

有时候，如果不仔细研究思维过程的话，我们并不清楚它在多大

程度上是自动的而不是控制性的。其实，任何一项伟大的智力成果都

是自动思维和控制性思维的结合体，但这使我们更难确定思维在多大

程度上是自动的。例如，企业高管们经常声称自己的决定是“直觉

性”的，但是，通过访谈可以发现，在他们做出“直觉”决策之前，

他们曾系统并仔细地“逐一考虑”过其他相关选项。另一个极端的例

子是，国际象棋特级大师们的思维自动化程度比我们这些初学者想象

的要高得多。通过眼动仪的追踪发现，当特级大师们观察棋盘时，他

们最先考虑最佳走法。随后的眼动模式表明，他们接着会观察其他可

能的走法，然后，他们往往又会回过头来再次思考最佳走法。另外，

仅仅通过“思考步数”是无法区分特级大师和一般高手的，因为通过

眼动记录发现，他们都只会考虑随后的两三步棋，最多也就考虑到第

五步。但是，在观察一场典型比赛棋局5秒钟后，特级大师和大师能近



乎完满地复盘，而一般高手和初学者却力所不及。（如果将棋子随机

放在棋盘上的话，则没人可以复盘。这表明，复盘能力并不是由视觉

记忆本身所决定的。）由此可见，特级大师对合理棋局的“意义”的

理解能力是超乎寻常的，因为在短短5秒内，他们就能对整个棋局进行

编码，使其成为自己所熟悉的，并且，他们还能依据自身经验（大师

级棋手大约起码得经过50 000小时的练习才能获取此经验），看出在

这一棋局中如何走是妙招、如何走是昏招。Herbert Simon和William

Chase（1973）如此总结他们的研究：“精通象棋最重要的加工是……

即时的视觉过程，而不是随后的逻辑推理思维过程。”这种即时加工

是自动的，就如为避免碰撞而急刹车一样。

本书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在判断和选择时，人们常常使用自动思

维。某些心理学规则（例如启发式）能用于描述这些自动的思维过

程。相比控制性思维，如果我们在决策时采用自动思维的话，可能会

做出一些比较差的判断和选择。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有意识的控制性思

维永远是完美的，或者总优于直觉性思维。实际上，我们希望读者在

读完本书后能充分认识到两种思维的相对优势，并知道在什么情况下

应该信赖哪种思维。

1.3 心理的计算模型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心理学悄悄地发生了变化。认知科学

（cognitive science）这一新领域悄然出现，对理解人类的思维和行

为，提出了一个新概念范式（Gardner，1985；Pinker，1997）。心理

计算模型的提出基于如下假设：通过把脑的活动描述成对符号的操

纵，人们能认识思维的本质。（请注意我们所说的是“思维的本

质”。我们并不认为大脑本身会操作符号。）很显然，之所以会提出

心理计算模型，是因为人们将用于计算的大脑和用于计算的机器进行



了类比，但是，我们必须记住，这仅仅只是一个类比而已。大脑和计

算机这两种装置具有相似的功能，两者都能非常灵活地将输入的信息

和输出的信息（或行动）联系起来，但是两者的内部结构却有很多不

同（最显而易见的是，电子电路和生物神经元的工作方式截然不

同）。

计算模型的核心概念是对符号化信息的操作。或许，心算过程是

一种最经典的认知过程。假设你要“在头脑中”计算，434+87 = ？

如果你被要求进行出声思维的话，我们也许会听到类似这样的

话：“好，我要把这两个数加起来，嗯……4+7，等于11……写下1，

让我想想然后应该向前进1……嗯……3+8也等于11，加上前面的进1，

所以是12，嗯……写下2，然后再进1。现在是4，但是刚才进了1，所

以应该是5，写下5。所以答案是521。是这样吗？对，答案是521。”

本书的作者之一道斯使用了另一种有意识的控制性思维。他是从

10的最大倍数开始“做计算”，同时用“头脑的另一部分”记住一系

列“余数”。因此，434+87等于400，另外余下34和87。两个余数中，

87更大一些，所以先对其进行运算。87等于100减去20，另外余下7。

所以，现在是400+100-20 = 480。接着再来算34，因为它比余数7要

大。34等于20+10，另外余下4。因为刚才算出的480离500还差20，将

20加上去就正好是500。现在余数还有10、4、7，三个数的和是21。所

以上述题目的答案就是521。尽管比起第一种算法，第二种略显复杂，

但它也有自己的优势，就是避免犯下一些低级错误而铸成大错（例

如，忘记进位导致的后果）。而且，只需稍加训练，这种算法所能达

到的速度足以使不了解它的人大为吃惊。

问题的关键在于，上述两种计算策略都能较好地说明我们所谓的

符号加工：信息通过眼睛（或其他感官）进入大脑；它们被转换成一

些内部的符号代码，在转换过程中保留了数字的核心信息；之后，人



们进行一些心理操作，包括信息的比较、操纵、转换，在这一过程

中，人们也将外部问题的信息与在学校所学的关于数学和算法的知识

融合起来。当认为自己已达到思考问题前设定的目标时，人们就会报

告答案。上述两种算法在思维过程中截然不同，但都解决了同一个问

题、得到了相同的答案，这就体现了思维过程“令人惊讶的灵活

性”。（如果没有类似出声思维报告法这种测量内部认知过程的方

法，那么我们几乎不可能区分上述两种计算策略。从更广泛的意义上

来说，这是认知心理学研究者的基本任务，即通过科学方法确定发生

在我们头脑中的“看不见”的思维过程。）

如果通过总结出声思维报告出的一连串信息内容（例如，“最右

边一列数字的和是11”），并总结人们如何对信息进行操作以获得新

信息（例如，“加”意味着查找长时记忆中两数之和的算术信息），

从而就能建立认知任务活动的理论的话，这无疑将是十分诱人的。然

而，只有当我们拥有能正确描述这些复杂表征和操作的理论语言后，

才能成功地建立这种理论。

当第一种计算机编程语言被用于总结和模拟人类智力活动（如下

象棋、逻辑推理、心算）的心理过程时，心理学迎来了一场“认知革

命”（在1960年代）。例如，上文提到的对国际象棋特级大师下棋技

能的研究正是卡内基梅隆大学某研究项目的一部分，其目的是尽可能

细致地描述人类的认知技能（包括初学者和一般专家），并用计算机

编程语言写出心理计算模型，以此来模仿人类棋手并与之对弈。

Newell和Simon（1972）指出：

编了程的计算机和问题解决者一样，都是隶属于“信息加工系统”的物种。……当我

们试图解释问题解决者（或编了程的计算机）的行为时，我们发现人类的灵活性和计算机的

可编程性是理解这些行为的关键。灵活性取决于在不同环境下做出适应性反应的能力。……

如果我们能仔细地从硬件成分和结构的影响中分离出任务环境的影响，那么我们就会发现，

适应性系统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因为就如我们所知的那样，仅仅需要假设一个非常简单的信

息加工系统，就能解释人类在诸如国际象棋、逻辑推理和密码破译之类的问题解决任务中的



活动。在某一特定环境下，环境的要求与信息加工系统的一些基本参数（尤其是系统记忆的

特征）会产生交互作用，从而导致信息加工系统产生出各种复杂行为。（p.870）

计算模型能捕获人类思维的许多方面，包括判断和决策。在这些

模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是符号（例如，对“黄色”或“典当”或

“11”这些概念的理论表征）以及在比较、组合、记录（记录到记忆

中）符号时的操作。因此，在下国际象棋的例子中，符号可用于表征

棋盘、棋子、规则，在更复杂的层面上，还能表征目标和取胜的策

略。在认知科学中，一项最基本、也是在不断进行中的研究，就是对

这些表征的内容进行分析，同时描述人们用于思维的自然“心理语”

（mentalese），并将其与生物基质联系起来（例如，Pinker，1997，

2007）。为了达到本书的目的，我们将初步描述心理表征，以此来阐

述决策过程认知模型的“知识”部分。

认知理论的另一部分主要描述基本的信息加工过程，人们依靠这

一过程来存储、比较表征，并将其转换成富有成效的思维。我们必须

认识到，这些操作大多是无意识的。尽管我们能够意识到（并报告

出）认知加工的某些方面，比如潜在加工过程的符号产物（如心算时

的数字加工），但认知系统的绝大部分都是无意识的。因此，我们对

认知科学的第一认识是：我们能将判断、决策这些智力成果视为其具

有计算机特征，它能被分解成符号表征和对符号表征的操作。另外，

我们要强调的是，在这个意义上，自动思维和控制性思维都能被概括

成计算模型。

对认知科学的另一重要认识关乎（大脑）运算机制的特性。自

1970年前后起，人们对人类心理的“认知构架”达成越来越多的共

识。早期理论认为认知系统包含三种记忆存储：感觉输入缓冲器

（sensory input buffers），它能在几秒钟内保存和转换输入的感觉

信息；有限的短时工作记忆（short-term working memory），大多数

有意识的思维都发生在短时工作记忆中；容量无限的长时记忆（long-



term memory），它用于存储概念、表象、事实和程序。这一模型为简

单的记忆成果提供了很好的解释，但如果要解释更为复杂的推理、判

断或决策行为，就显现出其局限性。现代理论则区分了更多种加工模

块（processing modules）和记忆缓冲器（memory buffers），但所

有这些部分都与中央工作记忆（central working memory）相连（图

1.1，John Anderson对现代计算机的工作方法做了一个很好的介绍，

2000）。

在这个多模块模型中，包含输入和输出模块，前者对来自各感觉

系统的信息进行编码（依靠某一或某些记忆缓冲器），而后者产生运

动反应。工作记忆好比是一个工作台的表面，所有的项目（问题）都

需在这个工作台上完成。工作记忆是系统的中心枢纽，包含一个中央

执行处理器（central executive processor）、一个用于组织加工的

目标堆栈（goal stack）、至少两个短时记忆缓冲器，缓冲器用于保

存目前正在使用的视觉和语音信息。系统中另一个重要部分是长时记

忆，它包含各种信息，包括用于思考和决策的程序。许多行为研究

（例如，对心算过程的系统研究）和脑功能研究的结果都支持这种关

于认知系统工作模块的划分方法。在第13章中，我们会介绍一些用神

经科学方法对决策过程进行分析而得到的有趣结果。

在解释判断和决策现象时，记忆存储的两个特性起到关键作用。

第一，工作记忆的有限容量可用于解释非最优选择和非理性行为。正

如Newell和Simon（1972）所述（见上述引文），“在某一特定环境

下，环境的要求与信息加工系统的一些基本参数（尤其是系统记忆的

特征）会产生交互作用，从而导致信息加工系统产生出各种复杂行

为”（p.870，楷体为本书作者所加）。James March和Herbert

Simon（1958）在决策中引入了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这

一概念，其内涵近似最优行为。而对于偏离最优行为的主要解释是：

由于工作记忆对人们能使用的信息数量有限制，因此，我们没有计算



最佳解决方法的能力。第二，我们经常参考曾经学习过并存储在长时

记忆中的许多事实和程序。因此，国际象棋特级大师和初学者的差别

在于他们大脑中存储的曾下过的棋局和各种妙招的知识有天壤之别，

依此类推，在于特殊的分析技能（好比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关于算术算

法的知识），所有这些东西都永久地储存在长期记忆中。（还记得之

前我们所说的内容吗？工作记忆的差异并不能解释新手和特级大师在

象棋技能上的差异；研究表明，初学者和特级大师的工作记忆容量相

似，因为在面对随机摆放在棋盘上的棋子时，两类棋手能记住的棋子

数相当。实际上，特级大师所拥有而初学者欠缺的，其实是长时记忆

中所存储的有关国际象棋的知识。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在面对一个“有

意义”的棋局时，特级大师所能记住的棋子数就会大大增加。）

图1.1　人类信息加工系统概览图（箭头代表信息的流向及一部分到另一部分的控

制）



然而，工作记忆对我们使用信息数量能力的限制并不是“有限理

性”的唯一来源。比如，在一些简单情境中（如，把心理治疗过程中

遇到的虐待儿童者的特点和所有虐待儿童者的特点自动联结），之前

讨论过的自动联结也会对理性思考造成阻碍。“信息超载”是有限理

性的一个充分条件，但非必要条件。

1.4 从“最黑暗”的精神分析和行为主

义到认知

本书所讨论的绝大多数研究都是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内完成的。为

什么呢？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前，心理学由两个流派主导：精神分析

理论和行为主义，它们在20世纪早期大为流行，但这两个学派没有一

个将思维看做决定人类行为的重要因素。

精神分析理论最关注无意识（也译作“潜意识”）需求和欲望，

即使是防御机制，也被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个体几乎觉察

不到它们。通过防御机制，人们将无意识冲动转换成被社会所接受的

行为或者神经质行为。（那些自称能觉察到防御机制的人被认为是在

通过“理智化”而否认自身的问题；只有精神分析学家才能真正地了

解它们。）

尽管在某些情境下，人们仍旧会教条地接纳精神分析理论，但由

于它无法解释20世纪中一个重要的“精神病”——纳粹主义，所以人

们对它的质疑也就越来越多。精神分析理论对纳粹主义的解释是：那

些犯下弥天大罪的纳粹领导人一定具有该理论提出的某种病态。另

外，这些病态还与童年时期的病理和精神创伤有关。根据精神分析理

论，一个人成年后表现出异常，关键在于其童年期所受的精神创伤。

正如诗人华兹华斯所说的那样，“儿童是成人之父。”事实上，



Walter C.Langer在1943年发表了美国战略服务局报告，该报告致力于

剖析希特勒，并根据他的“性心理变态”来预测他未来的行动。据

说，由于希特勒无法进行正常的性交往，因此有人认为他会当着自己

情妇的面来大小便，从而达到释放性欲的目的。然而，之后人们证明

了 希 特 勒 并 不 存 在 所 谓 的 “ 性 心 理 变 态 ” 。 除 此 之 外 ，

Langer（1943/1972）还写道，希特勒因为与其长官搞同性恋，方才在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幸免于难。但是，所有的这些说法都没得到历史证

据的证明。其实，希特勒是将自己提出的理论——个人生命无关紧要

——应用到了自己以及其他人身上，所以才会毫不犹豫地置身于一个

极端危险的情境，选择做一名战场信使，而且拒绝被提拔到一个较为

安全的角色。

精神分析理论不曾提及希特勒对世界的基本认知假设、他的思维

风格、他对问题的建构以及他在解决问题时所使用的启发式。相反，

该理论用他对残暴父亲的仇恨和对母亲德国身份的无意识认同来预测

其行为。精神分析理论对希特勒唯一正确的预测是，他不可能成功

（这是显而易见的），但在预测其他行为方面则一无建树。另外，研

究者让纽伦堡战犯审判的被告完成罗夏墨迹测验，并对测验进行了仔

细的分析，结果并未发现他们有性心理紊乱或儿童期问题。这些男男

女女都是普通人，非常普通的人。若干年后，通过研究阿道夫·艾希

曼（犹太人流亡中央总局的指挥者，致使百万犹太人死于纳粹政

权），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提出了“平庸之恶”一语。

1963年，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发表了一项令人震惊的研究结果

——“破坏性服从”。在这项心理学研究中，他发现，各种各样的被

试在实验时都会向一个陌生人实施极度痛苦并可能致命的电击，前提

是有一个“为该事负责”的实验者敦促被试这么做，且受害者和被试

之间的物理距离较远。（尽管“受害者”并不会真的受到电击，但实

验者让被试相信“受害者”的确会受到电击。）实际上，米尔格拉姆



并非在问：“纳粹主义者和我们有什么不同”，相反，他是在问：

“我们和纳粹主义者有何相似之处”。他对后一个问题的回答要优于

其他人对前一个问题的回答。后续研究证明了“平庸之恶”这一假

设，也证明了即刻的社会情境会导致普通人做出非常残忍的（或英勇

的）行为（Ross & Nisbett，1991；Zimbardo，2007）。

与精神分析理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行为主义学派，该学派认为，

行为之后出现的强化（奖励或惩罚）决定了这一行为是否会成为习

惯。与精神分析理论相同的是，行为主义理论也认为意识并不重要，

充其量只是一种“伴随现象（epiphenomenon）”。B.F.斯金纳，这位

历史上最有名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家说道：“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电脑是

否有思考能力，而是人类是否有这种能力。”在另一点上，行为主义

和精神分析理论也有共同点，那就是它的失败并不归结于任何直接的

“反证”，而是归结于它不能对一些重要现象给出有力的解释。例

如，从行为主义学者的视角出发，他们对日常交流和对话、类似心算

或下象棋之类的智力成果、稍显复杂的赌博决策等都不能做出有用的

分析。实际上，在谈到这些现象时，行为主义学者就变得非常“认知

化”，以至于很难把他们和那些在认知大旗下自信前行的心理学家们

区分开来（Rachlin，1989）。

即便对最基本的学习过程，行为主义所提供的解释似乎也远远不

够。举例来说，人类和动物并非通过条件作用而学会避免或害怕某些

食物或危险。小孩特别害怕蛇和蜘蛛，老鼠（和小孩）对某些味道与

恶心的配对格外敏感（Garcia & Koelling，1966；Mineka & Cook，

1993；Seligman，1971）。我们已准备好（可能是通过演化选择的形

式）去学习某些联结（尤其是“因果”联结）而非另一些。行为主义

的条件反射定律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刺激和反应。一个相关的研究结果

是，对很多形式的学习来说，我们对相倚事件有意识的了解是一个重

要的调节变量，甚至可能是必要条件。很多巧妙的实验都证明了“强



化相倚”不仅可能会决定行为是否重复出现，在很多领域（尤其是口

语行为），这种有意识的觉察是关键的决定性因素（例如，参见

Dulaney，1968）。这一发现和一般的“效果律”相矛盾，“效果律”

认为结果的影响是自动的。

Marvin Levine、Gordon Bower、Tom Trabasso和Jerome Bruner

以及其他早期认知心理学家的研究均表明，要理解行为就很有必要研

究人类的头脑（见Levine，1975，这一革命性研究的历史）。他们的

实验叫做概念识别（concept identification）实验，实验中给被试

呈现一些几何图形，它们在各种属性（通常是大小、形状、颜色）上

有所差异。被试的任务是通过把这些刺激归为两类来识别主试心中用

于分类的规则（即“概念”）。例如，规则为“红色图形放在左边、

绿色图形放在右边”。当被试每次完成分类后，他们仅仅被告知“正

确”或“错误”。当他们的分类连续正确（连续10次正确）后，就认

为他们已经正确识别了概念。

对这一任务中的反应，行为主义只关注对每次选择的强化（被告

知“正确”或“错误”），他们认为，意识到的觉察不会影响分类。

早期研究的结果似乎支持这种分析。例如，有些被试能非常完美地完

成分类任务，但却说不出主试心中的规则（但如果强制要求他们必须

说的话，他们还是能说出的；之所以一开始说不出，是因为他们不确

定自己的答案是否正确）；在另一些任务中，被试并不能如预期那样

完美地学会规则（也可能是因为主试心中的概念本身就是模棱两可

的）。另外，在概念识别实验中，所有被试的平均成功率似乎是逐渐

提高的，这和运动技能的学习非常相像。

然而，随后的一些实验却巧妙地证明，这些任务中的学习并不是

渐进式的，事实上，它是“全或无”的。由于人们拥有主动去做假设

检验的思维习惯，因此，学习的过程应该是：每当主试宣布前一次分



类错误后，被试总会继续寻找正确的规则。在实验中，首先，研究者

们分别分析了每一位被试的反应，并总结了最后一次错误之前的正确

与错误反应的模式。如果如大多数强化理论所预测的那样，学习是一

个渐进的过程的话，那么对于每一位被试来说，正确分类的概率应该

从0.5（“正确”的随机概率）开始逐渐提高。然而，事实上，“正

确”的概率维持在0.5的水平。之前研究者所发现的概率递增的现象只

不过是人为导致的，因为研究者将所有被试的反应求了平均，而实际

上他们是在实验中不同的时间点上正确识别了概念。此外，无论错误

发生在实验的哪个阶段，犯错之后的分类模式都是难以辨别的。因为

犯错表明被试“尚未识别概念”，因此，在每次错误前，被试的表现

应接近随机概率。被试仍旧发生错误，就说明了被试还没有真正地掌

握主试心中的规则。

Marvin Levine （ 1975 ） 证 实 ， 被 试 “ 意 识 到 的 想 法 ”

（conscious beliefs）能很好地预测他们的反应、特定的犯错模式和

学习所需的时间。在一个非常巧妙的实验中，他证明了如果被试没有

预期到某一概念，或者被试的“假设集合中不存在某一概念”，那么

即使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概念（例如，把所有刺激放在左边），被试尝

试上百次也不能正确地识别它。Bower和Trabasso（1968）使用了一种

他们称做“交替反转”的实验程序，即每当被试第二次犯错后，主试

便反转规则。例如，一开始，“正确”的规则是“把红色图形放在左

边、绿色图形放在右边”。但当被试第二次将绿色图形放在左边（或

将红色图形放在右边）时，“正确”的规则就被反转，变成“把绿色

图形放在左边、红色图形放在右边”。之后，规则不停地反转——每

当被试第二次犯错，规则就反转一次。对于把红色图形和绿色图形放

在同一边，所有被试都会接受大致相同次数的“强化”，除非在其第

二次犯错之前就足够幸运地识别了概念。如果学习只是一个简单的强

化过程的话，被试应该永远都无法正确地识别概念。但事实上，他们



的确学会了。总体上来说，相对于规则不反转的比较组，规则反转组

的被试大致经过相同次数的错误后成功地识别了规则。

很明显，主动进行假设检验在主试的强化和被试所表现出的行为

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不然我们就很难解释分类任务实验的结果。而

且，这种假设检验思维是一种有限的思维。例如，对于那些能完整地

回忆出自己之前的表现和主试反馈的被试来说，在面对Bower等人的交

替反转程序时，他们可能会备感困惑（他们甚至会觉得主试的表现十

分怪异，因为在正确识别概念之前，他们被告知错误的次数远少于所

有尝试次数的一半）。本书所描述的正是这种有限的假设检验思维，

本书也写给拥有这种思维的人们。

作为决策者，人类会谨慎地权衡不同行为后果并从中进行挑选。

但精神分析理论和行为主义理论都不把人看成这样的决策者。而且，

它们也都未能对人类的决策行为给出很好的解释。今天的大多数心理

学研究者都认同一个说服力极强的假设，即思想和信念导致行为，而

认知理论则是理解并改进重要行为的最佳途径。为什么陪审团认定某

被告为杀人犯？为什么医生诊断出某病人患有肾小管阻塞？为什么飞

行员要把延误的航班降落在另一机场？如果想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

最佳途径便是了解他们在决策之前是怎样想的。本书正是利用这些认

知科学概念来更好地理解人们的判断和选择。

1.5 选择的质量：理性

如果要我们对如何做出好决策给出建议的话，我们必须先说一下

什么是不好的决策。一个决策是好是坏并不能用决策的结果做出清晰

的判定。例如，大多数人都认为在同时投两个骰子的游戏中，赌两个

骰子都是一点（俗称“蛇眼”）的人是愚蠢的（因为出现这种情况的



概率仅为1/36）。另外，我们也认为下这种赌注的人不是一个好的决

策者，即使他碰巧投出了一个“蛇眼”。但是，如果此人因借高利贷

无法偿还而面临被痛打甚至死亡的危险，而下此赌注又是唯一可避免

危险的筹钱方式的话，那么我们可能不会认为这人很愚蠢。这一例子

表明，人们会根据决策的结果、结果的概率以及结果在决策当下对决

策者的价值来判断某一决策明智与否。例如，与一个胜利的将军相

比，失败的将军发起冒险行动就显得更为明智。军事冒险的失败并不

能说明失败方的决策能力低，恰恰相反，对于即将要失败的一方来

说，进行冒险显得更为“理性”。

那么，什么是理性呢？通常来说，这个词语常常用在纯粹以自我

为中心的评价中，例如，“我所做的决策都是理性的，而我所反对的

都不是理性的。”偶尔，我们也会采取一个更为宽泛的视角，不仅以

自己是否认同来判断一个决策的理性与否，还通过决策者是否取得了

“最佳利益”来判断——尽管我们在定义所谓的“最佳利益”时也存

在自我中心的可能。正如我们所说的那样，所谓好的决策是指在某一

情境中选择可行的途径去达到决策者的目标。因此，以希特勒为例，

尽管我们无法认同他所有的选择，但其中的某些决策可以被视做是理

性的（另一些行为则是非理性的）。

在本书中，理性（rationality）具有狭义的技术性定义，我们并

不能将其作为标准来判断决策是好还是坏。一个理性的选择需要满足

四个标准：

1.基于决策者目前的资产。资产不仅指金钱，还应包括生理状

态、心理能力、社会关系和感觉。

2.基于选择的可能结果。



3.当选择结果不确定时，可用概率论的基本原理去评价结果的可

能性。

4.在与每一个选择的可能结果相联系的概率、价值和满意度约束

之下，理性的选择应具有适应性。

难道我们不是按上述标准来做决策吗？当然不是！例如，第2章会

详细谈到，决策时，我们不仅会受当前状态的影响，而且还会受习惯

性状态的影响，而这显然违反了前两条标准。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

且不可改变，但我们对未来的决策常常会不理性地受其影响。在第9和

12章中，我们会告诉读者，人们不仅对实际的决策后果敏感，而且还

会关注用于描述后果的框架。从第4章到第10章，我们会不惜笔墨来讨

论认知启发式（基于有限理性的经验规则），人们常采用这些启发式

来判断未来的可能性，而这些启发式却系统性地违背了概率论。最

后，第8章到第11章将会介绍一些能避免这些问题的决策方法。

实际上，存在一些常用的决策程序，它们与理性标准并没有直接

关联，这些程序包括：

1.习惯，人们习惯选择之前选过的选项；

2.一致性，选（你认为的）大多数人会选的选项，或模仿自己所

钦佩的人所做的选择[Royd和Richerson（1982）指出，总体而言，模

仿成功人物是具有适应性意义的，但也并不总是如此，例如，模仿某

一摇滚明星或你欣赏的某一职业运动员的吸毒行为]；

3.基于（你理解的）宗教原则或文化背景进行选择。

理性的四条标准有其哲学根源。如果违反了任何一条标准，那么

决策者就会得到矛盾的结论，尽管这些结论基于相同的偏好和知识。

具体而言，如果人们违反了这些标准，那么他可能发现某一行为既是



可取的又是不可取的；或者选项A比选项B更有优势，同时，选项B也比

选项A更具优势。例如，如果一位企业经理在关注公司现有资产的同

时，还关注与过去相比资产是增长了还是减少了，那么他就有可能发

现继续投资一个亏本项目既是明智的又是愚蠢的；如果一位医生根据

自动思维规则而不是概率规则来进行概率推理的话，他很有可能认为

某病人既应该又不应该接受手术；如果陪审团也这么推理的话，他们

很有可能觉得某被告既有罪又无辜。由于事实并不矛盾，所以，矛盾

思维是一种非理性思维。对事实的判断不能既对又错。

1.6 现代决策理论的产生

理性思想的源头在哪里？它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例

如，Girolamo Cardano （1501~1576）等学者在分析赌博行为时就提

到了理性这一概念。Girolamo Cardano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集数学

家、物理学家、会计师、铁杆赌徒等多种身份于一身，他还发明了密

码锁。尽管他对风险决策有深入的见解，但他在实际赌博中仍经常输

钱，这是因为他的计算能力比较糟糕，因此在分析随机情境中的数据

结构时经常出错。然而，理性决策理论发展的真正动力来自一本名为

《博弈论和经济行为》（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的

书，此书于1947年问世，作者是数学家John Von Neumann和经济学家

Oskar Morgenstern。（此书在1944年的第一版中遗漏了一些重要的决

策理论，因此我们引用的是1947年的版本。）John Von Neumann和

Oskar Morgenstern根据期望效用（expected utility）最大化的原则

提出了决策理论。该书并没有探讨行为本身，它是一项纯数学性理论

工作，将效用理论应用于最优经济决策中。它与非经济决策相关联，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它的理论基础是通常的效用[utility，我们更偏

好用个人价值 （personal value）一词]，而不仅仅是货币结果。



通过分析简单的赌博情境，我们便能较为容易地理解期望效用准

则。由于人们比较熟悉赌博情境，而且它也容易界定，因此我们将大

量使用赌博情境（就像这一领域的多数学者一样）来解释决策理论的

基本概念，当然，我们也会举一些日常生活中与金钱无关的例子。例

如，想象你面临以下两个选项：

（a）0.20的概率赢得45美元，否则一无所有。

（b）0.25的概率赢得30美元，否则一无所有。

在上述两个选项中，概率乘以金额就是期望值（expected

value）。因此，选项（a）的期望值是0.2×45美元=9美元，而选项

（b）的期望值是0.25×30美元=7.5美元。然而，人们并不会仅仅因为

选项（a）的期望值高而选择它。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就会觉得30美元

的效用大于45美元的五分之四的效用，根据这一理论，人们此时就会

选择选项（b）。例如，一个人在一周快结束的时候已花完了所有的

钱，他渴望的仅仅是足够他吃到下周一的钱。在这种情境中，此人可

能觉得与1/4和1/5获得金钱的概率之间的差异相比，30美元和45美元

的差异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在Von Neumann和Morgenstern的理论中，

他们将这种偏好总结为：0.25×30美元的个人效用大于0.20×45美元

的个人效用。我们把30美元的效用写作U（$30），把45美元的效用表

示成U（$45）。如果用代数简单表示的话，就是当且仅当U（$30）/

U （ $45 ） 〉 0.20/0.25 （ = 4/5 ） 时 ， 0.25×U （ $30 ） 〉 0.20

×U（$45）才成立。

实际上，在上述情境中如被问及，大多数人都会选择选项（a）。

但是，如果面临以下这一选择时，人们则更偏好选项（b′），获得30

美元的选项：

（a′）0.80的概率赢得45美元，否则什么都得不到。



（b′）确定赢得30美元。

如果一个人在第一个情境中选择（a）而在第二个情境中偏好

（b′）的话，那么他其实违背了Von Neumann和Morgenstern依据期望

效用提出的决策原则。如果使用之前所述的代数来表示的话，相对

（ b ） 人 们 更 喜 欢 （ a ） 就 应 该 写 成 0.20×U （ $45 ） 〉

0.25×U（$30），或者写成U（$45）/U（$30）〉0.25/0.20 = 5/4。

然而，相对（a′）人们更偏好（b′）应表示为0.80U（$45）

〈U（$30），或者U（$45）/U（$30）〈1/0.80 = 5/4。很显然，两种

选择在逻辑上（代数上）是矛盾的。这表明，决策理论不仅能说明什

么是理性，还能通过比较人们的选择来检验人们是否理性。

另外，如果一个人在面对两个赌博候选项时，偏好其中的一个，

但却愿意为另一个下更多赌注的话，他也违背了期望效用理论。举例

来说，在上述第二个选择情境中，违背期望效用理论的人可能偏好确

定赢得30美元的选项（b′），但是他意识到选项（a′）的期望值更

高（36美元对30美元），于是为选项（a′）下更大的赌注。由于决策

理论认为，每个选项的效用和为每个选项所下的最大赌注的效用是相

等的，因此，如果某人偏好某一选项，但不把最大赌注下在它身上，

这就说明，从内隐的层面来说，此人偏好更少的钱。但由于金钱具有

正性效用（这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假设），由此来看，这种人是非

理性的，因为较小的金额只有在加上一些钱数后才等于较大的金额。

那么，哪些情况会导致这些矛盾现象的出现呢？在第12章和第13章中

我们将进行详细的讨论。

然而，更为重要的并不是有些决策的确会违背期望效用理论，而

是期望效用理论的前提是我们先前所说的理性的四条标准。因此，违

背期望效用理论的决策也同样违背了好决策的标准，而这些标准非常

简单、十分基本，也很有道理，人们在做重要的决策时都愿意遵循这



些标准。决策理论没有说明决策者应该满足哪些欲望，也就是说没有

说明各种结果的效用应该是什么，但它暗示了一些选择和其他偏好之

间有很强的关联。

Von Neumann和Morgenstern的《博弈论和经济行为》（1947）一

书激发了人们对效用理论的兴趣，许多数学导向的研究者得出了一些

期望效用最大化的结果，而之前的公式并不能体现这些结果。另一些

研究者则认为之前提到的基本公式可能有误，但他们并不提倡废除理

性的四条标准，相反，通过一些令人信服的例证，他们主张理性的决

策者应该按照那四条标准来进行决策，而不是按照期望效用最大化原

则。起初，研究者都将关注点聚焦于决策者应该如何决策这一规范性

问题上。然而，随后人们开始对描述性问题感兴趣：决策者（人、群

体、组织、政府）实际会如何选择？实际选择会遵循期望效用最大化

原则吗？

研究者会如何解答这一问题？很大程度上得看他是哪个领域的专

家。传统的经济学家通常是在广阔的经济学背景下观察许多决策者的

综合行为，因此，他们满意地发现“期望效用最大化”的确能准确描

述人们的实际决策行为。诺贝尔奖获得者、行为科学家Gary

Becker（1976）认为，“人类所有的行为都可以被看做根据一系列稳

定性的偏好、最大程度地收集有利信息并从各种来源获得数据，从而

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p.14）。Becker和他的许多同行都非常重视

这一观点，对其进行了深入的验证，并且提供了关于非金融、非市场

行为（包括婚姻、教育和凶杀）的研究证据。

我们有理由乐观地认为，理性的期望效用原则和描述性理论（人

们实际会如何选择）是一致的。毕竟，人类的决策习惯是由上百年的

进化选择所“设计”的，退一步说，就算进化不足以决定人类的决策

习惯，一生的适应性学习经历也会塑造我们的决策习惯。那些真正意



义上不具有适应性的习惯会惨遭进化和学习过程的淘汰。乐观地说，

也许只有理性的决策习惯才会被完整地保留下来。

然而，研究个人和组织决策的心理学家和行为经济学家却与传统

经济学家持有截然相反的观点。在他们看来，个体和社会决策群体的

选择不仅往往会违背“期望效用最大化”原则，而且经常明显是非理

性的。（回顾一下，这里探讨的非理性是指决策者违背理性决策原

则，做出相互矛盾的选择。我们不讨论决策者的目标性质，我们关注

的是决策者为何没能合乎逻辑地追求目标，无论这些目标是否可能针

对个人。）研究者最感兴趣的内容并不是人们为什么是非理性的，而

是人们为何系统地表现出非理性，这与人类自动的或“有限的”思维

习惯有关。第4~10章将详细讨论这些系统的非理性行为。

一些行为科学家认为，理性模型并不是完美的描述性模型，同

时，他们对Becker等研究者的观点提出批评。如果用效用而不是具体

价值（如美元）来详述决策理论的话，那么研究者就会先假定一些最

大化原则起作用，然后再据此去定义效用。这样的逻辑显然是不合理

的，好比断言所有人都是“自私的”，因为根据定义人们总是做那些

他们“想做的”事。[James Buchanan（1978）指出，当用“效用”一

词来描述标准经济学理论的话，很多理论都趋向成为“空虚的真”

（vacuously true），但用“金钱”替换“效用”后，这些理论就被

证伪。另外，为维护自己所使用的偏心理学的研究方法，Herbert

Simon（1959）指出，为了使期望效用理论有描述性作用，在解释和说

明时有一些扭曲是必要的。]其实，要证明这些原则不具有描述性，最

好的方法就是对照理性决策的四条标准（见上文），这样便能发现它

完全是非理性的。

本书将呈现判断和决策这一复杂领域的各种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方

法，从理性的规范性假设开始（与之相伴的常是另一乐观的概念，即



人们的实际决策行为大体上是理性的），也包括描述人们实际如何行

为的认知描述性假设。要理解理想化的、适应性理性的观点和人类实

际的决策过程，我们既需要自上而下的规范性方法，也需要自下而上

的描述性方法。除此之外，只有了解人们何时能做出适应性的理性行

为，我们才能真正地洞察人性。也许，最为重要的是，知道人类的行

为何时背离理性模型，这才是改进基本思维技能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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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何谓决策
记者：你还没有拿定主意？

尤吉·贝拉[1]：据我所知并非如此。

2.1 决策的定义

何谓决策？有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一个人驻足于岔路口，然后选

择一条路线，其目的是为了达到渴望的目标，或者避免不愉快的结

果。其实这就是决策。在进化的过程中，通过自然选择，我们具备了

一些最基本的决策能力，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趋利避害——哪一片水

池、哪一片田地、哪一棵果树、哪一个洞穴、哪一个陌生人、哪一个

同伴是可以接近的，而哪一些是必须要避开的。在史前时期，糟糕的

决策会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遭到惩罚，正如哲学家W.V.O·奎因

（1969）所言：“有一些生物体，由于世代累积的一些错误来到这个

世上，具有一种异常凄惨但又值得称颂的倾向，即在繁殖他们的后代

之前死去（p.126）。”换句话说，对于那些对未来做出错误预测，并

因此做出糟糕决定的动物（也包括人类）来说，他们通常在将他们的

基因传递给下一代之前就已经死去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人类以及其

他动物善于做出生存决策的原因之一。

如果对在现代社会我们称为决策的那些情境进行一个统计，其结

果将与那些我们在史前时期所作的重要决策大相径庭。比如，在下个

学期我要选择哪门课程？被告是无辜的还是有罪的？我是否应该把我

退休后的投资由股票转向房地产？我该买哪辆车？当然，有一些决策



一直对我们的生存和幸福感至关重要：我是否该和现在的伴侣结婚？

我该选择手术还是化疗？

表2.1给出的关于“决策”的例子是从几个调查中截取的，给出这

些例子的人包括学生、退休人员、历史学家以及决策教科书的作者

（进一步研究请参见Allison，Jordan，& Yeatts，1992）。（我们将

这些例子原汁原味地呈现给大家，并没有经过任何编辑或改动。）值

得注意的是，这里给出的所有决策都是有意的，是人们可以意识到的

心理过程，但是不可否认，有一些决策是高度自动化的心理过程。举

例来说，将自动驾驶行为分解为一系列决策所构成的过程有其独特的

意义；另外，有大量的科学论文都把以微秒计的眼睛扫视运动看做决

策过程（Newsome，1997）。然而，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所关注的都是有

意的、可控制的决策过程。另外，自主控制下的行为会有一个延伸性

和长期性的结果，它们通常也被纳入到决策的范畴中，因此，在本书

中，我们对此类决策也进行了简要的探讨，尽管在这一序列中，只有

最初的行为事件才符合我们在本书中对决策过程的定义。例如，当我

们说某个人做出了一个减肥的“决策”时，那么这个人为减肥所做出

的长期的、持续不断的努力也被看做“决策”的一部分。但是，在执

行和坚持上述“决策”过程中所做出的行为就超出了本书的探讨范

围。

依据其科学定义，决策应该是特定情境中的一种反应，它由三部

分组成：第一，有不止一个行动方案可供选择（例如，在岔路口选择

向左还是向右）。第二，决策者对每一个行动方案所带来的结果和未

来事件会形成一定的预期，预期可能会以信心程度或者概率的形式呈

现（例如，你可能会形成这样的一种看法：右手边的路在一公里后将

走到尽头，而左手边的路将引领我们到达一个风景秀丽的湖边，那里

将是野营胜地）。第三，与可能的结果相联系的后果可以在一个连续

体上得到评估，而这一评估所依据的是当前的目标和个人的价值观。



表2.1　四类不同被试列出的关于“决策”的例子

表2.1　续表



上述定义存在的问题就是它涵盖的情境太多了，它甚至可以作为

有意行为的一个定义，而不仅仅是决策行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搜

集一些决策行为的实例，并依赖它们更为确切地界定决策行为，从而

使读者能够分辨出到底哪些行为才算是我们这里所界定的决策行为。

表2.1当中的例子均符合决策的三部分定义：两个或者更多的行动方

案、影响相关结果和事件的不确定性，不同的事件所带来的积极或消

极的后果。我们对客观事件会有一定的信念，同时，我们对这些事件

又会有一个主观评估，而上述两个过程的整合正是决策的精髓所在。

2.2 图解决策

在本书当中，我们会运用“决策树”这样的图解形式来描绘决策

情境。这些图解的主要作用之一是对个人或公众决策情境中的一些要

素进行总结，以便于将科学决策理论所涉及的一些原理加以运用，从



而选择最佳行动方案。我们将在第11章当中介绍这种应用性的“决策

分析”方法。我们先介绍一下构建图解的方法，以便于我们运用图解

来描述任务和情境，而任务和情境在决策行为的研究中是非常重要

的。

图2.1　一个假想的医疗决策情境：面对一个显而易见的膝盖损伤时，需要做出是否

手术的决策

决策树状图有一个约定俗成的惯例：我们用一张布满选择点和结

果的假想地图来表示情境，这些选择点和结果会导致相应的后果，就

像道路上表示岔路口的路标以及沿路的各种事物。譬如，我们下面将

对一个膝盖受伤的医疗情境进行描述，如图2.1所示。在最左侧是一个

选择点，我们用方框（□）来表示，“选择点”表明决策者要选择一

个行动方案；线表示选择不同的行动方案将会导致的不同结果。拿上

述医疗情境为例，我们可以设想两种可能的行动方案：做膝盖手术或



者不做膝盖手术。我们用圆圈（○）来表示决策者无法控制的因素，

它们表示一些不确定的结果，可能是竞争对手的行动方案，也可能仅

仅是另外一个不能完全准确预测的代理人；我们既不能确定又无法控

制从这些圆圈出发将会走哪条路径。还是以上面的医疗情境为例，上

端的路径（“不做手术”）会导致两种可能结果：膝盖得到自然恢复

（膝盖原本就是“正常的”）或者膝盖的情况仍然糟糕（它确实受到

了损伤）。下端的路径代表了另外一种行动方案——“做手术”，它

同样会带来两种可能的结果：手术成功（有必要进行手术，并通过手

术解决了问题；当然也可能没必要进行手术）或者手术失败。

在图解的最右边，我们列出了可能的后果，这些后果都是和决策

树中的选择点以及相应事件相联系的。我们将会用一些数字来概括决

策者对于相关结果的评估（它们在传统意义上被称为“效用”，但我

们更愿意称之为“个人价值”）。有时候，决策问题会运用数字来进

行阐释，而这些数字与相应的后果相联系（例如，有金钱收益的赌

博；与生死相关的医疗或政策性问题，这类问题通常会有一个“拯救

生命-丧失生命”的表格）。对于这类问题，我们在陈述时可能会运用

数字对相应的后果进行概括，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对于这些数值（比

如，美元）来说，主观个人价值和预测及体验到的个人价值之间并不

存在直接的线性关系。（我们在第9章和第10章当中将会探讨与此类评

估相关的问题。）对于那些没有用数量化进行界定的后果，为简便起

见，我们按照惯例用“0”（最差）到“+100”（最好）来进行描述。

我们无一例外地把我们所能预见的最坏结果赋值为“0”（在决策树当

中），并把最好的结果赋值为“+100”。上述医疗情境中，最坏的结

果是“虽然做了手术，但膝盖的状况依然糟糕”（0）；而最好的结果

是“没有做手术，膝盖自然得以复原”（+100）。我们可能会把“手

术成功”这一结果赋值为“+80”，而把“没做手术，膝盖状况不好”

赋值为“+20”。[在这个保健组织以及各种形式的政府和私人健康保



险林立的年代，对各种医疗条件下的生命价值“打分”（如“质量调

整寿命年”）就显得尤为重要。]

决策者在对可能的结果进行判断时，往往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对于这种不确定性程度，我们用另外一种方式——概率——来表示。

我们会用数字的形式将这些结果的发生概率标在事件节点上（从0.00

不可能发生，到1.00肯定会发生；尽管我们在谈论概率时经常会用其

他形式的表示法，比如：熊队有70%的可能性击败包装工队，但是运用

0.00~1.00的分值来确保计算的准确性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如果决

策者判断膝盖不做手术也能恢复的概率为0.30，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

个数字放在事件结点所引出的相应路径上。相应地，我们可以把0.70

作为“不做医疗干预而膝盖状况不好”的概率。如果病人做了手术，

我们可能会预期他得以恢复的概率会高一些，因此，我们把0.65作为

上述情况发生的概率，相应地，即便做了手术，仍然有0.35的可能性

膝盖不能得到恢复。

我们用概率（在0到1的范围内）来代表我们判断某件事将要发生

的可能性。通常情况下，我们所指的概率是人们对某些事情的主观信

念。尽管我们用到的数字可能会被数学家理解成一种正式的概率，但

是，在这里我们并没有假设这些数字体现的是一种真实的概率。实际

上，心理学研究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主观概率和数学上精确的概率

并不总是保持一致。（很多时候，我们在不确定情形下所作的判断会

违反正式概率理论的一些法则，在第7章和第8章中我们将对这些情况

进行概括总结。）在本书中，如果我们所指的是数学上的概率，我们

会做出清晰的说明。（在本书的附录部分，我们介绍了概率运算中的

数学规则。）

这些数字如何对后果的价值进行概括？结果的不确定性又是如何

从人们对于决策情境的想法中提取出来的？本书不会花费太多的时间



探讨上述问题，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已经发展出了很多有用的方法来

解决这些测量上的问题。为了避免一些技术细节对读者的困扰，在本

书中我们通常只会呈现一些具有说服力的数字。如果读者有兴趣深入

了解这些方法，可以从其他资料中获取想要的信息（例如，Dawes &

Smith，1985）。

我们通常会用一些简单的赌博游戏来阐述决策的一些原理和习

惯。在决策研究领域，赌博是最受欢迎的实验游戏，它能提供定义清

晰、易于理解的两难决策情境，在这些情境中，我们确信参加实验的

被试都希望在实际中“最大化”地赚取报酬。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个

典型的赌博实验是如何用决策树状图的方式来表示的。考虑一下我们

在第1章中所提到的两个赌博游戏：

（a）0.20的概率赢得45美元，否则一无所有。

（b）0.25的概率赢得30美元，否则一无所有。

图2.2以决策树状图的形式对这一情境进行了概括。如果某一结果

能够用有意义的数字（比如，美元的数量）自然地进行度量的话，我

们就会用这些原始数字来表示，这样看起来更加清楚。（对于一些比

较主观的结果，我们才会用0~100的量表来表示。）另外一个有趣的问

题是：人们的思维在两种情境中有多大程度的一致性？一个是简短而

定义清晰的赌博情境；而另一个是模棱两可的日常生活情境（比如膝

盖手术）。这个问题对于决策问题的研究者来说具有重要的实践意

义。（Lopes在1994年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非常细致的讨论。）我们将时

常会自问这样一些问题：在研究赌博游戏中所获得的人们选择的结果

能否推广到日常生活的决策中？我们知道了某人在虚拟赌博任务中的

选择，就能预测他在相似的自然情境中的选择情况吗？



图2.2　用决策树来表示一个简单的赌博游戏，这样的游戏可能会作为一种实验情境

2.3 再论决策质量

决策树状图提醒我们，在理解任何决策时，至关重要的第一步就

是描述决策发生的情境。这一步骤看起来似乎没什么意义，但如果我

们想构建一个概括性的图解的话，就必须要面对这样两个问题：情境

中包含什么？哪些要排除在外？而后者比前者更难回答。接下来，我

们将面临另外一个有挑战性的问题：将决策中的不确定因素和价值予

以量化。在心理学研究或者应用性的决策分析领域，还有另外一个问

题，即推断另外一个人将如何评估决策情境，而解决这类问题通常是



最为困难的。（许多精巧的研究设计都会创设这样一种实验情境，在

此情境中，研究者会限制被试的思考过程，并试图理解这些限制对被

试在此实验情境下的心理模式会有何影响。）

如果我们确信已经获得了被试在决策树状图中面对的决策情境，

那么计算那些能带来最高预期结果的决策就变得相对容易了，这一过

程可以通过应用决策理论的一些规则来实现（在第1章中所介绍的四个

理性假设）。这一规则被称为理性预期原则（rational expectations

principle），它通常可以用一个方程式来概括：

效用=∑（概率i×价值i）

这个方程的意思是：对于考量中的每一个备选行动方案（决策树

中每一个主要的分支），我们都需要以其发生的概率，为其潜在后果

赋予一个权重，然后把所有组成成分相加，从而产生出一个概括性的

评估，我们将其称之为每一备选行动方案（最左侧的每一个分支）的

期望效用。在医疗决策的例子（图2.1）中，根据该计算方法，我们可

以得出“做手术”的期望效用为+52（[+80×0.65]+[0×0.35]），而

不做手术的期望效用为+44（[+100×0.30]+[+20×0.70]），也就是

说，理性的决策应该是去做手术。在赌博游戏（图2.2）的例子中，如

果我们假设美元的价值能够代表决策者对于事件的相应后果所持有的

真实的个人价值（这一假设需要进行谨慎的检验），那么赌博游戏

（a）的期望效用应该为$9.00（[$45×0.20]+[0×0.80]），而赌博游

戏（b）的期望效用为$7.50（[$30×0.25]+[0×0.75]），也就是说，

决策者应该选择玩赌博游戏（a），当然，这是在仅考虑预期价值的前

提下。

需要注意的是，这样的计算方法有一个前提假设：我们能够采用

以数值来表示的概率和价值描绘决策过程，而且算术运算（加法，乘

法）能够体现决策者的思维过程。这样的计算方法还假设：决策者充



分考虑了决策树模型情境中所有的（也仅仅考虑了）备选项、伴随发

生的其他状况以及相应的后果。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日常生活中，

大多数的决策并不一定符合理性预期原则，我们对备选项的考虑不一

定那么充分。然而，这种决策树的表现形式和计算方法为我们开了一

个好头，我们以此为出发点，构建描述决策思维过程的模型，尽管这

样的表现形式不一定在所有细节上都那么精确，但我们仍然可以将其

视之为一个有用的模型去分析和改善我们的决策过程。

2.4 不完整思考：一个法律上的例子

现在让我们来考虑一个比较复杂的决策，很多美国市民都有机会

去做这样一个决策，即作为刑事审判的陪审员做出有罪或无罪的决

定。图2.3对这一情境下可能发生的事项及其相应后果进行了概括总

结，这里给出的是陪审员决策的简单版本：只有两种可能的裁决结果

——有罪或无罪。（我们忽略了决策者“不做任何决策”以及拒绝

“服从陪审团裁决”的可能性，同时我们也避开复杂的多重裁决，比

如，杀人罪又可以分为无意或过失杀人罪，二级谋杀罪或者一级谋杀

罪。）根据决策理论，一个理性的陪审员应该充分考虑图解中右侧的

四种可能后果，谨慎地对每一种后果进行评估，然后根据它们各自的

概率赋予这些后果权重。在这个图解当中，我们插入了一些数字来代

表陪审员的想法和感受，如果我们认可这些数字并按照理性预期原则

进行计算的话，那么该陪审员将得出被告“无罪”的结论。

决策树的表现形式体现了一种充分而前后一致的思考，然而，有

趣的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在做这种类型的决策时通常不会这般思

考，即使他们正坐在法庭的陪审团席上、他们的决定将会导致非常严

肃的后果时也是如此。在我们给出的例子中，决策树非常简单，只有

四个结点，然而，即便如此，人们似乎也并没有对每一个备选方案进



行“充分的思考”，而且也没有对每一个相应后果进行评估和赋予权

重。事实上，人们似乎只聚焦在一两个结点上，并对其进行广泛的推

论，而对整个“树”的推论是不完整的（Pennington & Hastie，

1991）。有些选项在一开始就被认为是最具吸引力的，通常情况下，

人们会关注与这些选项相联系的收益和损失，而忽略其他备选方案的

收益和（特别是）损失。因此，对于那些一开始对被告形成“无辜”

印象的陪审员，他们通常只会评估那些与自己预期相符的相应后果。

图2.3　用决策树来表示刑事审判中陪审员的程序化决策

在第1章中我们曾经提到心理治疗师的例子，他们常持有这样的观

点：儿童虐待者绝不会自觉地停止虐待行为。实际上，刚刚我们所讨



论的不完整思考和这些心理治疗师的想法很类似。心理治疗师的想法

被他的可得性经验所控制了。从更一般意义上讲，一位决策者的想法

被他最初的印象控制了，这一现象被称为首因效应（primacy

effect）或者确证性假设检验（confirmatory hypothesis testing）

（Nickerson，1998）。Baruch Fischhoff（1996）也得到了相似的结

论，他考察的是人们日常生活中非正式的决策，比如青少年关于学

校、社会以及家庭生活的一些决策（这其中包括一些可能导致非常严

重后果的决策，比如，药物使用、避孕、婚姻、对暴力殴打的自我防

卫以及职业选择）。Fischhoff观察到一个普遍倾向，即人们只关注少

数最为凸显的概率及相应后果而忽视其他方面，而这会导致其做出不

完整的分析（还可参见Galotti，2002）。

至此，我们仅仅是想阐明这样一个观点：决策理论以及决策树向

我们展现了一种非常系统化的推理方式，然而这种方式却不是人们经

常采用的。本书及其他地方所提及的关于决策树的分析过于简单化

了，这可能是很多读者的第一反应，然而事实是——这些“树”比我

们通常的想法要更加复杂，也更加均衡，即使在一些重要情境中也是

如此。作为研究者，我们的目标是描述、预测并提升人们的决策行

为，然而，在任何心理学分析中，至关重要的第一步都是去研究被试

如何在自己的头脑中理解和表征决策情境的。

2.5 过度涵盖的思维：沉没成本

假如你和一位朋友买了几张打折的滑雪票，租了滑雪板，然后开

车到了度假的地方。此时你才发现，滑雪场的条件极其恶劣，天气非

常寒冷，路面上结了一层冰，而且由于风太大，仅有的几部升降电梯

也停止运行了。另外，你和你的朋友不管在身体上还是心理上都感觉

极度不适。你对这一情境做了一个初步的评估后认为，与其在这里去



滑雪，直接掉转车头回家或许是一个更好的选择。此时，你的朋友则

认为，这样做并不好，因为你们已经花钱购买了滑雪票，而这个滑雪

票过期作废，而且你们租滑雪板的钱也是不能退还的。也就是说，你

们俩当然可以选择在家里度假，却会浪费90美元，而这是你们不能承

受的。你对这个理由表示认同，因此你们决定留下来滑雪。

但是，还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看待这个问题。在你花费90美元

的那一刻，你口袋里的钱就已经减少了90美元。这一事件发生在你开

车去度假之前。你口袋里的钱已经减少了90美元，这是一个事实，但

它能够成为你花费一整天时间待在一个不想待的地方的充分理由吗？

当然，你可能仍然觉得开车回家将会浪费90美元，应该俭以防匮。实

际上，你的体重稍微有一些超重可能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一旦你花

钱购买了食物，你就会强迫自己把它吃完以避免浪费，而这种想法所

导致的后果就是用餐的乐趣将会大打折扣，并且你会变得越来越胖。

图2.4　关于滑雪的沉没成本的树状图

已经花费的90美元在学术上可以定义为沉没成本。从理性的角度

出发，沉没成本不应该影响我们未来的决策。试想一下，现在你正站

在滑雪场的停车处徘徊，考虑到底要不要使用手中的滑雪票。如果我



们画一个决策树状图来描述上述情境的话，我们就会发现那90美元根

本没有出现在你的决策困境中（图2.4）。（或者你也可以把它包含在

每一个相应后果的结点中，因为它已经花费了；如果某一事件和所有

的可能结果都有联系，那么它在区别不同的备选项时是毫无用处的，

决策理论家以及大部分人都这么认为，因此这一事件和决策也是不相

干的。）

当我们把不可挽回的花费和当下的投资等同起来，并以此为据采

取行动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关注沉没成本。上述图解告诉我们，

在决策的结点上，唯一可用的选择就是你认为更有价值的选择——调

转车头回家，这个选择也可以使你避免前面提及的矛盾。关注沉没成

本是非理性的。（当然，你也可能并非为了个人的愉悦去滑雪，而是

有其他的动机，或者你只是给别人一种你在度假的假象，这些可能性

我们是排除在外的。在本书所使用的所有例子当中，所呈现的信息即

决策者可得的全部信息。当然，如果有其他的信息，或者实施某一行

为有其他的原因而例子中并未提及时，决策者的选择可能会有所不

同。）

人们会关注沉没成本，正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终于，那一天还是到来了。你应该更有逻辑地、更实际地思考。已经花费了如此之多

的金钱，有如此之多的军队已经聚集在了这里，这么多人度过了这么多艰难的岁月，如果不

教训一下别人的话也太说不过去了。（罗比·费尔顿警长在1991年1月16日第一次海湾战争

爆发时如是说；那些支持美国继续卷入1960年代越南战争以及最近的伊拉克战争的人非常普

遍的一种说辞是：“……我们的孩子不能白白地死去”。引自Dawkins & Carlisle，

1976）

完成田纳西-汤比格比水道工程才不会浪费纳税人的钱。在开发的晚期终止该工程对

已经投入的资金来说是一种严重的浪费。（1981年11月4日，参议员詹姆斯·萨瑟在为这条

人造水道工程争取未来投资时如是说，然而，如果完成这个工程，其带来的价值还不如尚需

投入的资金。）

我已经在协和式客机上投入了这么多钱，现在放弃它我无法接受。（Dawkins &

Brockmann，1980年引用商人的说法）



我们可以单从表面价值上来看待上述争辩，很牵强地去为这些决

策（入侵伊拉克、继续为田纳西-汤比格比水道投资、花更多的钱去开

发协和式客机）寻找一些理由：我们已经为战争投入了大量的资源，

因此，不管现在处境如何，我们都不能停止它，显然，这些理由都是

非理性的。人们认为已经丧失的生命和金钱不能白费，却很少关注选

择带来的未来后果。如果构建一个决策树的话，这一切将看得很清

楚，从左到右依次是“现在”和“未来”，而这也是避免过多关注沉

没成本的最好方法。关注沉没成本违背了理性决策的首要原则——决

策应仅仅基于未来的后果而做出。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这里虽然说上述发言者的观点是非理性的，

但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他们的观点也有可能是理性的，或者是由

一些不可告人的因素驱动的：比如，那些士兵是在海湾战争爆发的当

天招募的，他们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为什么不为此找一个“符合逻

辑且切实可行的”理由呢？而那个参议员可能正在提议为其所在的州

追加联邦政府投资，而这会为他的选民提供就业的机会和其他好处。

尽管如此，对于上述这些理由，如果说话者本人都不能接受其正当性

的话，期望其他人能够理解就更加困难了。

在这里，我们想要表达的一个关键点就是：从描述性角度和心理

学角度来看，在为未来做决策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过分关注既往损失

和代价的习惯。有时候，在考虑到一些未来后果时，对沉没成本的关

注有一定的合理性，这一点我们已经探讨过，然而，即便如此，仍然

有大量的证据表明，我们在许多实际的决策中把沉没成本看得太重了

（Staw & Ross，1989；Teger，1980）。考虑到自我改善这一方面，

我们还应该注意社会赞许性这个因素，对我们所做的决策而言它可能

是一个潜在的后果。



现在，我们来看一些真实的反例：日本天皇在1945年8月15日发表

声明，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这也宣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他

在声明中称：“这场战争的形势对日本越来越不利……为了避免进一

步的杀戮，甚至人类文明的毁灭，我们不得不去忍受难以忍受的，去

容忍无法容忍的。”后来，他的国家从战争中恢复过来，并成为世界

上最繁荣的国家之一，而他也有幸活着看到了这一天。还有另外一个

例子：福特汽车公司非常英明地放弃了“埃德塞尔”这一款汽车，后

来推出了非常受欢迎的“野马”来代替它，因为“埃德塞尔”不符合

美国人的口味。在1964年的总统选举中，共和党的候选人巴里·戈得

沃特公开斥责福特公司的前任总裁迈克纳马拉（后来成为了国防部

长），认为他不该对“埃德塞尔”始乱终弃。事实是，尽管放弃了

“埃德塞尔”，但无法否认它给福特公司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信息，

而正是这些才导致了“野马”的巨大成功。后来，在越南战争期间，

迈克纳马拉却对投入到东南亚的沉没成本表现出了更高的“忠诚”，

而继任的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也一样，他曾经写道：“这场战争卷入

了两届政府、五个结盟的国家，牺牲了31 000名将士，我们不可能像

转换电视频道那样轻言放弃。”因为其他国家的领导人都很关注沉没

成本，如果我们不这么做的话，那么美国作为一个英明的超级大国的

名誉将会受到严重的损害——这或许是对这些“忠诚”最友善的解

释。

人们对某些沉没成本的关注有时候并非是非理性的，这其中可能

有另外一个原因，即决策者希望自己所做的决定能够展示和维护他们

的名誉，即他们是果断坚定的人，或者他们不是挥霍浪费的人。举例

来说，那些给自己点了过量食物的人，可能会被贴上“对自己的饭量

心里没数”或者“挥霍浪费”这样的标签，于是这些决策者就会想方

设法去保护他们未来的名誉，即他们是有道德观念的个体，或者他们

是一个好的决策者。如果放弃沉没成本确实会对你未来的名誉产生消

极的影响，那么不放弃它或许真的是一个明智的决定。放弃“埃德塞



尔”的人可能会因为做出了一个“懦弱”的决定而遭人取笑，而且将

来可能会在该组织中失去影响力和实权。而对于那个已经花费了90美

元却要中途放弃的滑雪者来说，他可能不仅仅会被视为一个浪费金钱

的人，而且可能会被人看成一个糊涂愚蠢的人，并因此失去朋友的尊

敬。在我们考虑要不要放弃某一特定的行动方案时，名誉的损失也是

我们不得不考虑的因素（见图2.5）。然而，沉没成本本身不应该是一

个因素，只是因为其他人相信沉没成本重要，那些放弃它的人才会被

视为有悖常理。

在人们试图解释人类以及非人类物种的父母投资行为时，这一说

法的奥妙便显现出来了。关于这一话题，有一篇里程碑式且现在仍然

存在争议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人类学家Robert Trivers（1972）

对父母投资行为的定义是：“父母对某一个体后代的任何投资增大了

后代存活的机会（因此也就增加了繁殖成功的可能性），其代价就是

削弱了父母对其他后代投资的能力”（p.139）。Trivers用父母投资

（例如，区别饲养后代、保卫巢穴）的概念来解释各种各样的现象，

比如雄性和雌性的不同死亡率、乱交、配偶竞争以及养育策略。雄性

比雌性更可能遗弃他们的后代和配偶，Trivers对这一倾向的最初解

释，体现了一种真实的沉没成本谬误：

在任何时间点上的个体，如果其累积投资被配偶超过，那么理论上他会面临着遗弃家

庭的诱惑，特别是当两者的投资悬殊比较大的时候。在这一诱惑下，遗弃行为可能会发生，

因为，如果没有后代被抚养长大，遗弃者的损失要比他的配偶小，也因此，配偶留下来照顾

后代的愿望则要强烈得多。（p.146）

然而，生物学家Richard Dawkins（因普及进化生物学中“自私基

因”的概念而闻名）和Thomas Carlisle（1976）后来的分析指出，配

偶遗弃现象有一种更具说服力的解释：遗弃者对未来后果的敏感性

（这一解释后来也得到了Trivers的认同），也就是说，对于那些已经



得到了最多父母投资的后代个体来说，他们最有可能存活下来，进而

达到生殖成熟期，未来他们所需要的父母投资也会较少。

图2.5　当把名誉和自我形象的损失包括在内时，滑雪的沉没成本树状图

有趣的是，在非人类生物的生存决策中，目前还没有熟知的沉没

成本谬误的例子。对于生存决策问题，物种需要选择适应性的甚至是

最优化的解决方案，而演化和学习为这一选择过程提供了极为有效的

机制。Hal Arkes和Peter Ayton（1999）指出，人类对沉没成本的推

理，可能源自于人们对行为准则过分概括的倾向，比如说“俭则不

匮”。后来的研究发现，年轻人比成年人更少表现出关注沉没成本的

行为，而这也为上述论断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因为年轻人很有可能

还没有把日常生活的一些诸如“俭则不匮”的经验内化。正如Arkes和

Ayton所言，也许成年人“为了他们的自身利益变得过于聪明了”。

我们喜欢用控制性实验作为主要的科学研究方法，这也为探寻沉

没成本现象的奥妙提供了另外一条路径。如上所述，自然发生的关于

沉没成本谬误的例子非常难以“证明”，因为经常存在一些非常微妙

的未来考虑因素，而它们可能解释为什么一个理性决策者会表现出沉

没成本谬误。而实验法允许我们创设出一些特定的情境，在这些情境



中 ， “ 其 他 因 素 ” 可 以 被 排 除 掉 。 Hal Arkes 和 Catherine

Blumer（1985）曾经在俄亥俄州州立大学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他们向

人们出售该剧院的三种不同季票，经过事先的安排，随机抽取了三分

之一的顾客，向他们出售的是面值15美元的全价票，另外三分之一的

顾客买到的是同样的票，但是只收取13美元，最后还有三分之一的顾

客只需花费8美元。实验结果发现，和那些购买了全价票的顾客相比，

那些购买了打折票的顾客在接下来的6个月中观看演出的次数更少。那

些为季票“沉没”了更多钱的顾客有更强烈的动机去使用它。这个实

验很好地排除了自然情境中那些含糊不清的解释，尽管那些自然发生

的例子同样重要。

最后，我们以实际应用为导向来做个总结：放弃沉没成本之后所

带来的社会问题，可以通过某种类型的概念框架得到改善。这个框架

应包含以下内容：向他人阐明自己并非放弃一个项目或一份事业，而

是非常明智地拒绝发生“赔了夫人又折兵”这样的事情。理性地讲，

这正是放弃沉没成本所包含的内容，譬如终结一个项目或一份事业。

另外，运用这样的一种说法能够增强说话者的可信度，这也为说话者

免去了一些麻烦，比如向别人解释关注沉没成本的不合理性。这种

“于事无补”的框架将倾听者的注意转移到当下，并通过组织一些语

言来说明放弃沉没成本实际上是在避免一个确定的损失（而这一点显

然是有益的）。相比之下，关注沉没成本实际上是把注意放在了过

去，这时候如果不放弃的话，实际上将接受一个确定的损失（这显然

是无益的）。那些放弃了沉没成本的人因其理性的行为而从中获益，

而且，如果你能让别人把注意焦点放在当下，你还能得到别人的赞

美。你难道忘了吗？肯尼迪总统正是在放弃了猪湾入侵之后，其受欢

迎程度才达到了顶峰。

2.6 仅考虑未来的理性



忽略沉没成本的观念也只是近些年才在现代决策理论中逐渐兴

起，而当前的决策理论的基础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兴起的概率思

维。这种思维方式所基于的核心思想是，概率只有在参照未来事件时

才能够被估计。比如下面的情境：一枚硬币已经被抛了四次，现在要

抛第五次，那么它正面朝上的概率为1/2，先前出现的结果和第五次的

结果是无关的，因为它们已经发生了，它们不会影响到第五次的结

果。举例来说，即使前四次都是正面朝上，我们也不能说第五次正面

朝上的概率很小。但是，总体上来说，“四个正面一个反面”（以任

何顺序出现）这一结果的概率是“五个正面”的5倍。

其实，把概率估计限定在未来，这样一种思想在意大利文艺复兴

之前并不十分明显（当然，即便在今天，对于那些不了解概率论的人

来说仍然不明显），这一点可以从对一个著名问题的回答中推断得

知，这个著名的问题出自卢卡·帕乔利（被誉为“现代会计学之父”

——译者注）的《算术、几何、比与比例全书》，该书出版于1494年

（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历史详见David，1962）。这个著名的问题是：A

和B在玩一个名叫balla的公平游戏，在这个游戏中需要得到6分才能赢

（见图2.6）。实际上，这个游戏在A赢了5轮，而B赢了3轮之后就结束

了。那么奖金该如何分配呢？帕乔利考虑了“过去的成绩”，即先前

的胜利决定如何分配，因此他的回答是：5∶3。

在过去就有人对帕乔利的分配方式，即按照游戏双方先前已经赢

得的轮数来分配奖金的方式提出了反对意见：帕乔利的分配方式就意

味着，不论A赢得的游戏轮数是1次、2次、3次、4次还是5次，只要B赢

得的轮数为0的话，那么A获得的奖金都是一样的（全部奖金），显然

这与A赢得的游戏轮数越多，他所处的地位越有利这最初的游戏规则相

矛盾。另外，帕乔利的分配方式还意味着，A在2∶1领先时所得的奖金

数要高于5∶3领先时，尽管后一种领先方式显然比前一种赢得这个“6

分游戏”的可能性更大。



64年之后，G.F.Peverone提出了一种解决方式，这一方式既能避

免上面列举的问题（或者其他问题），又符合仅考虑未来事件的原

则。根据Peverone的方法，连续得分越多，奖金的比例也越高，并且

5∶3领先的游戏者比2∶1领先的游戏者应该得到更高比例的奖金。

Peverone的核心思想是：奖金的分配应该取决于游戏参与者未来的赢

得“6分游戏”概率。

图2.6　游戏balla的决策树

这种解决方式基于两个原则：第一，从当下的情形向前看（即向

未来看），如果A作为第一个赢得6轮游戏的人的概率为p，那么A理应

得到的奖金比例也应是p；第二，通过分析A或B总分达到6分之前剩余

的（未来的）所有可能情况来计算p。下面以A和B的得分为5∶3来说明

这种计算方法：当A以5∶3领先时，B第一个赢得6分的唯一方式就是连

赢3轮，因为该游戏是一个公平游戏，因此这一概率为（1/2）

×（1/2）×（1/2），即1/8。（令人遗憾的是，Peverone在他的原始

文章当中把p计算错了。）这样一来，由于B获胜的概率为1/8，所以A

获胜的概率则为7/8，因此奖金应该按照7∶1的比例进行分配。当然，

我们也可以用相似的计算方法首先计算出A第一个赢得6分的概率。同



样地，当A以2∶1或其他比分领先时的计算方法大同小异。当然，如果

A已经赢得了6分，那么他获胜概率为1，他就该获得全部的奖金。

一般来说，只有在估计当前概率以及关于未来状态的意愿时，过

去事件才是相关的。一枚硬币在先前的20次抛掷中有19次正面朝上，

这一结果可能是有偏差的，因此，在第21次抛掷它时正面朝上的概率

要大于1/2，我们作出上述判断是理性的。然而，如果我们在估计第21

次抛掷硬币正面朝上的概率时，把整个结果模式（包括已经发生的结

果在内）考虑进来的话，就是非理性的。（再强调一次，抛掷一枚无

偏的硬币时，连续5次正面朝上的概率为1/32；过去的前4次抛掷均为

正面朝上，第五次抛掷时正面朝上的概率仍为1/2。）对概率的理性估

计以及由此而作出的理性决策，都建立在过去和未来之间有一个非常

清晰的界限之上。

理性的决策建立在对未来可能性及后果进行透彻评估的基础上。

过去为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件提供了信息，也仅仅在这种情况下，过去

才是相关的。理性的决策还需要放弃沉没成本，除非这一放弃带来新

的问题，而且所带来的问题超出了其带来的利益（比如，我们在滑雪

的例子中所提到的名誉损失）。其实，今天正是我们剩余生命的第一

天。

2.7 本书的其余部分

在决策的心理学研究领域有两个基本问题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什

么因素使得一个决策成为好决策？什么因素使得决策变得困难？对第

一个问题，传统的回答会参考理性原则：如果一个决策能够遵循逻辑

学以及概率论的规则，那么它就是一个好决策。关于逻辑学和概率论

对行为的影响，在传统决策理论中有相应的总结。我们将会看到，在



对“好”进行专业评估时，这一标准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尽管现在

已经开始转变，倾向于把其他一些“好”的指标也包含进来。决策过

程有多强大？它能战胜诸多挑战性条件吗？比如：有限的计算能力

（“脑力”）、信息缺失，或者处于一个混乱且“不稳定”的环境之

中。在充满竞争的“零和游戏”环境中，决策过程需要和其他敌对性

的决策策略较量，这种情形下，其有多大的稳定性和“生存能力”？

第二个问题更具有心理性，在行为研究领域也很少有一致性的结

论。有诸多智力方面的因素使得决策变得困难：备选方案的个数、糟

糕的决策所带来的潜在损失，以及做出不同的选择所带来的结果的不

确定性程度。还有一点尤其重要，即必须从众多备选方案中选一个时

人们需要权衡的数量和困难程度。情绪方面的因素就更多了：备选方

案在多大程度上包含甚至威胁到了自己所看重的价值观、与选择过程

相联系的情绪强度如何，或者在评估备选方案的可能后果时所唤起的

情绪强度，以及时间压力或其他威胁因素的存在对决策过程顺畅性的

影响。

对于上述这些重要问题，我们在本书的其余部分将呈现我们所知

的最佳答案。我们将首先对判断过程的心理学进行回顾，所谓判断过

程指的是我们知觉系统的一种扩展，它超越了感官为我们所搜集的信

息（第3章到第8章）。接下来，我们会涉及一个前沿的并仍然存在争

议的话题，即关于个人价值观和效用的心理学研究领域（第9章和第10

章）：我们如何知晓和预测我们喜欢的事物？最后，我们会介绍现代

理性决策理论及其所派生出的、更具心理有效性的一些现代理论（第

11章和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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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判断的整体框架
心理学已经忘却了自己是一门研究有机体和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科学，而演变成了一

种只研究有机体的科学。这让人不禁想起了那些大男子主义膨胀的中世纪神学家，他们认为

只有男性拥有灵魂，而女性没有。

——埃贡·布伦斯威克（1903~1955）心理学家，在机能主义和心理学史上做出过

重大贡献

3.1 判断和预测的概念框架

“这场灾难不应该归咎于错误的安排，而应该归咎于所有风险中

我们不得不承受的厄运……我们冒着风险，我们知道我们必须承担；

总有些东西出来阻止我们，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抱怨，只能向上帝的意

志鞠躬，下定决心，尽最大的努力坚持到最后。”这些文字出自英国

探险家罗伯特·斯科特的临终遗言。这位探险家没能寻找到南极极

点，在仅离返回补给站17公里的地方，因饥饿和精疲力竭湮没在南极

的冰天雪地里。斯科特意味深长的遗言把他和他的队友们描绘成了英

雄——被不可战胜、变幻莫测的自然击败的英雄。但是历史似乎并不

善待斯科特，如今，大多数的评论家都认为在斯科特进出南极的多次

艰苦跋涉中，除了不可预测的不利事件之外，他一次又一次糟糕的判

断应当对他的失败负责（Diamond，1989；Huntford，1999）。斯科特

做了很多糟糕的判断，比如补给站的选址，队员、驼兽和机器的耐受

力，还有探险中无数其他的细节。

本章将介绍判断的心理机制，介绍人类推理、估计和预测未知事

件及其特性的能力。我们的判断能力常常会受到各种系统误差的影

响，其中最突出的一个就是简单的过度自信。



人类的大脑可以超越我们的感官提供的信息，并进而超越这种

“被动的提供”，成为地球上任何其他有机体的神经系统都无法媲美

的“天然设计”。即便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三维物理知觉，单靠视网膜

上提供的信息，在数学上也没有办法实现（Attneave，1954；

Pinker，1997）。然而进化却授予人类一套拥有特殊构造、可进行假

设推理的认知系统，让我们能在三维世界里自由航行而不至于撞到大

块礁石。我们的视觉系统非常擅长做一些无意识的推理，以至于我们

几乎没有办法用能意识到的经验来检验我们是如何做出这些推理的。

在一些脑损伤的案例中，盲视现象表明，即使因主要的视觉皮层受损

而不能知觉到知觉过程本身，我们依然能做出判断。本章将要介绍的

是判断的加工过程，这些加工过程让我们拥有一系列（傲人）的成

就。从预期一个球的飞行路线，到内科医生通过一系列缜密的推理去

判断病人的肾脏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无一不是判断的结果。

现在，我们将集中关注判断过程的心理，此处的判断特指那些以

推断外部世界某些状况的本质为目标的判断（那种把判断视为衡量后

果与个人价值观的内部心理活动的观点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内）。在

心理学领域，已经发展出一套专门的概念框架，用来处理事件和可能

的行动路线及其结果之间的判断和预期。在今天看来，这套框架及其

相关术语可能有些陈旧了，但是其中的基本概念仍然提供了一个极好

的组织方案，可用来总结在不确定性无法减少的情境下的判断。不确

定性无法减少，指的是在决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之前，不确定性是不

能被排除的。

这个框架被称为透镜模型（Lens Model），由奥地利籍美国心理

学家埃贡·布伦斯威克提出（Hammond & Stewart，2001）。我们的感

官并不能与外部世界的物体和事件发生直接的联系，而只能通过介于

外部物体和内部知觉之间的“透镜”来获取信息，这就是“透镜模

型”名字的由来（Pepper，1942）。透镜模型分为两个部分，右半部



分表示的是人们在做出判断时头脑中的心理过程，而左半部分表示的

则是人们所处的真实世界中的事件和关系。这个框架提醒我们，一个

完整的判断理论必须包括行为发生的环境。我们之所以称之为框架，

是因为它不是一个描述判断过程细节的理论，而是借此把判断情境的

各个部分装进一个概念模板之中。这一有效的模型也有助于更深入的

理论分析。

图3.1　整体判断过程的透镜模型概念框架

让我们通过概念图（图3.1），用透镜模型来分析一个判断的例

子。假设我们要估计在街上遇到的某个人的生理年龄。（性别、年龄

以及种族的判断通常都是自动加工的过程。）透镜模型把判断看成是

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试图通过离事物最近的透镜——也就

是那些我们最容易得到的被称为线索的信息——去看清楚世界的真实



状态（这个人的年龄）。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做出判断很可能是通过

观察并且依据以下这些线索：头发的特征（是银白的还是秃顶的）、

皮肤状况（是光滑的还是有皱纹的）、身体状况（看起来是匀称挺拔

还是老态龙钟，是步态轻盈还是步履蹒跚）、他的衣着（是时髦艳丽

还是保守古朴）、他的声音（是稚气未脱的、青春少年的、尖锐的、

还是苍白无力），或者其他能支持年龄推断的线索。从这里我们就可

以看到，就算是年龄大小这样的直觉判断，一个正在做判断的人也不

能报告出来他们依据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线索。

透镜模型图的左半部分概括了所谓的效标与可能指向那些情形的

线索之间的关系，效标指的是现实世界中真实的、待判断的情形，也

即上例中那个男人的年龄。在年龄判断的例子中，物理人类学的研究

能够阐明图表左边一列因素之间的关系：生理年龄与它自己产生的可

见的线索或者符号之间真正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在人们的概念中，这

些关系通常是因果关系。要么是直接的因果关系，效标情形或者结果

产生线索；要么是间接的因果关系，效标情形产生或者调节线索的价

值。图中间是线索“透镜”，通过它把判断与判断的效标或者目标联

系起来。连接线索（X1，X2，……）间的箭头，表示在大多数判断中

线索之间存在的相互依赖关系或交互关系。图的右半部分是模型框架

中判断的心理过程。它显示了人们整合线索所传达的信息，以便形成

估计、预测或效标价值的判断这样一个推理过程。图中标着“成就”

的拱形曲线表示判断者对待判断效标进行准确评估的能力。

用统计模型去获取一个人内部的心理“判断策略”（透镜模型的

右侧部分），在读者看来或许有些奇怪，因为大家早已熟悉了外部世

界中变量与变量之间常用的关系模型（透镜模型左边的部分）。为了

清楚地说明统计模型在内部心理过程的应用，让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

例子吧。



几年前，一些学生对本书其中一名作者（海斯蒂）在评估他的博

士项目申请人时使用的判断策略非常感兴趣。每年项目组都会收到近

125份申请书，海斯蒂会一一阅读这些申请材料，评价每个申请人进入

项目的资格。为了研究需要，他的学生审查了每个申请文档中的内

容，并把海斯蒂判断时可能依靠的28条最突出的线索赋予了量化分

值。其中一些信息本身就是定量信息（比如年龄，测验分数和GPA分

数），但是其他的信息大多数都是非定量的，必须经过编码。比如

“大学学习质量”这个指标用四点评分量表来编码。这个评分量表是

根据全美国流行的评级服务和由学生研究员主观评价出推荐信的热度

编制出来的（拥有较高的评分者一致性信度）。

然后海斯蒂审查了两年来录取过程中的申请材料，并且制作出了

一个评定入选资格的10点评分量表。学生们利用245份申请中28条信息

和海斯蒂的10点准入资格量表，构成一个矩阵，采用统计分析的方法

来确定一个最适线性模型，预测海斯蒂从这28条线索中做出的评估

（参见Freedman，Pisani，and Purves，2007或者别的有关这些分析

细节的统计模型）。基本上，这种方法能够粗略地估计不同信息对海

斯蒂关于这245份申请做出判断会产生什么影响。虽然小心翼翼，但我

们还是可以说统计模型能够总结海斯蒂做出准入判断的策略（透镜模

型的右边）。在这个例子中，方程如下所示：



这个方程告诉我们海斯蒂怎样的判断习惯呢？首先，他仅仅依据

四条信息——两个测验分数、推荐信和大学学习质量。第二，他显然

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标准化能力测验的分数。最显著的结果就是这个

模型对海斯蒂整体行为的预测有着相当好的效果。模型的预测和海斯

蒂真实评估之间相关系数是0.90。为了验证这个相关关系的正确性，

海斯蒂在做完了245个申请书评测的两周之后，又找了50份申请书，重

新进行了一次判断，考查海斯蒂第一轮和第二轮判断之间的相关，结

果，信度为0.88。换句话说，这个模型捕获了海斯蒂在准入资格评判

预测习惯中可用的每一个可靠的线索！

尽管在描述海斯蒂的行为上有着不俗的表现，但该模型并不一定

能告诉我们，我们到底应该如何进行准入评估。要想做到这一点，我

们就需要分析环境中各种线索与效标之间的关系，也就是透镜模型的

左半部分（见Dawes，1971，一个研究生准入资格的分析）。

3.2 透镜模型框架的研究

透镜模型既然是心理学家为了研究需要提出来的，那么它就可以

被看成一个用来分析判断过程的蓝图（Cooksey 1996年提供了一个很

好的方法论介绍，并且综述了来自这个研究范式的结果）。一旦将判

断作为研究变量，那么第一步就要确定和测量判断所依据的是哪些线

索。这通常是一个很艰苦的工作，因为在所有有效的线索被发现之

前，需要多轮的测量和试验。显然，对于直觉判断过程来说，这项工

作就更加困难了，因为判断者根本不知道自己判断时依靠的是哪些线

索。通常，专家需要做出重要决定的时候，这种状况就会出现。对于

内科医生、工程师或者财务分析师来说，“分解”他们高度实践和自

动化的判断过程并解释“那是如何完成的”是相当困难的。就拿年龄

判断的例子来说，一开始我们可能会根据自己的直觉来判断，或许会



向人请教他们是如何做判断的，或许查阅一些人体测量文献中关于老

化的精确信息（一个良好的初次推测会适应性地使用科学上正确的线

索来进行判断），最后形成一套初级的备选线索。然后我们会进行一

个年龄判断的研究，并且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相信在判断过程中，

那套最初的线索可能需要进行调整，一直到它包含了判断过程中人们

会用到的额外线索。

分析的第二步就是依据概念图的左边部分创建这个事件的模型。

线性回归模型常常被用来分析效标与线索之间的关系，依据的是效标

与每个可能被判断者用来推断效标的线索间的多个相关系数（参看介

绍线性方程的初级统计教科书，如，Freedman，Pisani，Purves，&

Adhikari，1991，或Anderson，2001）。在这种分析中，相关系数

（或者是相关的统计量）表明的是效标和线索之间的相关强度（线索

的生态效度）以及线索和判断之间的相关强度（通常称为线索利用系

数，或者更确切的说是线索对判断的心理影响力）。尽管在很多领

域，线性方程令人惊讶地、完整地概括了外部环境。模型的建造者仍

会意识到，有时候线性模型也只是一个外部环境动力系统的简化或者

缩影。几乎可以这么说，我们所经历的世界被近似的线性关系所主

宰。

研究的第三步就要跳到图3.1的右边了。这就涉及对线索利用的心

理过程建模并检验：人们是怎样利用线索对效标情境做出推断的？又

一次，研究者会发现线性模型能够很好地描述这一情况。通常的研究

策略是搜集待判断刺激的样本——举个例子，给被试呈现各个不同年

龄段男人的录像，让其判断每个目标的年龄。此时判断者利用线索的

习惯就会被代数方程所捕获，这个方程把判断和每个线索的权重联系

起来（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分析的结果取决于研究者使用心理意义上

的数量量表来测量线索价值的能力）。研究文献很清楚地表明，线性

方程是描述线索利用过程最普遍的原理。神奇的是，不论日常的还是



专业的判断，人们看上去就像是使用量表对线索进行测量、分配权重

和做加减，从而推断出线索所隐含的意义。

想象一下你坐在一个医生的诊室，观察她诊断病人的过程。每个

病人一进来就会先诉说自己病史，然后描述一些当前的症状。接下来

医生通常会让病人去做一些实验室检查，也有可能是X光（或者是别的

扫描检查）。综合了所有资料之后，医生就能做出诊断，判断出病人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把数周以来搜集到的和病症有关的资料记录下

来，就可以得到这个判断任务中的线索（如病人的病史、症状和检查

结果）和诊断的优良样本。或者，现在我们把情境转换到繁忙的招生

办公室，想象一下考官正在审阅申请资料——对成就的客观性测量指

标如测验分数、中学成绩，还有更多的像推荐信、课外活动以及个人

陈述等主观性材料进行审查——然后在众多申请人中做出录取判断。

同样地，你可以一直观察，直到获得了相当数量的关于线索和判断的

样本为止。

用透镜模型方法分析判断，是通过代数模型计算每一个线索对某

个个案的价值的总权重，从而预测判断者（内科医生或者大学招生老

师）的判断。计算总权重的基础是每条线索和判断之间的线性相关系

数；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相关系数越大，权重也越大。这个

模型也可以扩展到非线性相关关系中（例如U型函数关系中，极端值在

判断中就占据高权重——比如极度消瘦和极度肥胖的病人生病的风险

较高，而适中体型的人生病的风险就要低很多；又比如一个大学招生

办的老师要么喜欢参加了很多课外活动的申请者，要么喜欢专注于某

一项活动的申请者，但是不会喜欢“平均的人”，即参加了2~3个活动

的申请者）。这个模型也适用于基于联合线索进行判断的构型

（configural）关系（比如血液中某种荷尔蒙含量处于较高水平，这

对女性的身体是有害的，但是对于男性却没有什么影响；参照下面变

量间“交互作用”关系的讨论）。在这里，我们又一次“令人惊讶



地”成功运用了简单线性模型。之所以说惊讶，是因为很多判断者都

声称他们做出判断的心理过程远比线性方程的预测要复杂得多——但

事实上，线性方程却出色地“捕获”了他们的判断习惯。

如果我们掌握了判断样本的效标值，我们同样可以计算出透镜模

型范式左边一栏的总括模型。然而，在现实判断任务中，很难获得效

标值。在医疗情境中，要让一个医生追溯病人的病史，评估病人当前

的情况并判断最终的治疗结果是件特别浪费时间的事情；类似地，在

大学招生的情境里，我们也没有获取能够代表那部分未被录取的学生

会在大学成功的效标值。通常我们感兴趣的是判断的心理过程，也就

是透镜模型右边的一栏，而不是全部框架结构中所包含的完整的环境

行为系统。

从医疗诊断到高速路安全的判定、从股票价值到牲畜质量的判

断，研究者都做了成百上千的研究（Brehmer & Joyce，1988）。不同

的判断领域（比如，天气预测、内科医疗、大学招生和牲畜价格的判

断各不相同）和不同的判断者（不同的个体会对不同类型的线索给予

不同的权重——除去少数真正出色的判断专家外，大多数所谓的专家

并不比一般新手懂得更多，见Sherden，1998）其结果存在着很大的差

异。冒着过分概括的风险，我们在这里大胆地总结一下专家和外行人

典型的判断习惯：

1.判断者（甚至是专家）倾向于只依靠相对较少的线索（通常是

3~5条）来做出判断。但也有例外，比如说在专业的天气情况判断和牲

畜质量判断方面。在这些例外的领域中，判断者之所以会对更多的线

索保持较高的敏感性，是因为判断者在学习如何做出判断的训练中得

到了及时和准确的反馈（这与医疗诊断、招生决定或者金融预测等领

域的训练不一样。这些领域里，判断者得到的通常是延时反馈或者没

有反馈）。



2.只有很少的判断策略是非线性的；大多数是可加的和线性的

——这与大多数判断者对自己判断过程持有的看法相反。

3.判断者对自己的判断策略缺乏洞察——他们不能准确地评估自

己判断时的“线索利用权重”——尤其是专家或有着丰富经验的人。

4.很多研究（例如，学生对于外表吸引力的判断、教授对研究生

院招生的判断、放射研究者对于肿瘤恶性程度的判断）表明，判断者

在选择判断策略（线索利用权重的模式）时存在很大的个体差异，并

且判断者在判断他们自身时，判断者之间的一致性也很低。在像医疗

诊断这样重要的领域，这个结论格外令人不安，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

医疗专家的诊断能和别的专家（以及生物学理论）保持一致。至少，

判断者之间的不一致告诉我们，一定有人错了，这会破坏我们对所有

判断的信心。

5.给判断者呈现有联系但是非诊断性的、不相关的信息时，判断

者会对自己判断的准确性更自信，尽管实际上其判断准确性并没有增

加。

由本研究粗略勾画出来的专家形象并不令人恭维。然而，本节的

关键信息是，在对判断者的表现做出任何结论之前（要么是自觉地承

认他们的睿智和准确，要么就是不分青红皂白地认为所有的判断者都

无能），我们必须仔细地审查他们的表现——并且做好大吃一惊的准

备。很多自大的专家揣着一堆文凭，风度似乎也着实令人钦佩，但是

其判断的专业水准可能跟一个大学二年级的学生相差无几。尽管如

此，也确实存在一些真正的专家，的确值得我们遵从和聘用。

3.3 在统计模型中捕获判断



历史上一些早期的心理学研究提到了一个关于判断的问题：是否

受过训练的专家比由统计推导以及加权平均所计算出的结果有更高预

测力。采用多元回归法分析透镜模型框架（见图3.1），我们会想到以

下的问题：哪个更好？框架图左边的线性统计模型总结还是框架图右

边的人类判断？大量心理学家和行为科学家研究过这个问题，他们感

兴趣的是预测大学成就、违反假释条例的可能性、精神病诊断、医疗

诊断、投资价值以及商业成败的结果。早期的研究中，临床专家做出

推断时所依据的信息通常也被用到线性模型中。典型情况下，这些信

息包括测验分数或者传记事实，但有一些研究也包含了观察者针对某

些具体特性做出的评定。所有的这些变量都能够编码成与待预测的效

标结果成正性或负性相关的数字（高测验分数和绩点能够预测在随后

的学术工作中更好的表现；较高的白血球数预示着更严重的霍奇金淋

巴瘤病症；更多的白发和皱纹表明这个人的年龄更大，等等）。

1954年，Paul Meehl出版了一本极具影响力的书，书中提到了近

20个类似的研究，同样都是把人们（心理学专家和精神病专家）的临

床判断与仅基于实证数据的线性统计模型的预测力做对比（即透镜模

型的左边）。所有这些研究的结果中，统计方法表现出了更准确的预

测力（或者两种方法打成平手）。差不多十年之后（1966），Jack

Sawyer考查了45篇对比临床判断和统计模型预测力的研究。其中，没

有一个研究显示临床的判断比统计预测（Sawyer把它叫做“机械性组

合”）具有更准确的预测力。与Meehl不同的是，Sawyer除了考查临床

和统计两种模式下基于同样信息量去做预测的研究之外，还考查了两

个获取了更多信息的临床判断研究（每个被评估的人都接受了访

谈），但对比的结果却显示人工判断的预测准确率较低（这些研究中

还有这样一个案例，二战期间有37 500名水手接受美国海军训练，对

其在训练中的表现，仅仅依靠他们的成绩或测验分数或两者结合来做

预测，要比既考虑成绩和测验分数又经过判断者面试后所做出的预测

更加准确）。



同样是在1954年，E.Lowell Kelly研究并探讨了非结构化面试作

为一种预测技术几乎完全缺乏效度。（近年来的相关研究请参看

Hunter & Hunter，1984，和Wiesner & Cronshaw，1988）。目前尚未

有证据表明非结构化面试能提供除了过往行为以外的重要信息——除

了能说明面试官是否喜欢来访者，这一点在某些特别的情境中很重

要。（一些同学认为面试是为了避免招进“书呆子”，但是他们却不

知如何在现场面试中确定一个人是书呆子，甚至，他们都不知道如何

定义“书呆子”这个词。）

Lewis Goldberg（1968），一位在如何使用线性模型分析判断方

面很有影响力的心理学教授，报告了心理诊断中的一个有代表性的研

究。Goldberg请一些有经验的临床心理诊断师依据人格测验分数，辨

别病人到底得了精神病还是神经症（诊断结果对心理治疗实践中疗法

的选择和保险范围有重要意义）。他构建了一个简单的线性决策规则

（把病人在三个量表上的得分加起来，然后减去病人在另外两个量表

上的得分；如果结果大于45，病人得的就是精神病）。开始时用新病

例为样本，以他们的出院诊断作为待预测效标值，结果，“Goldberg

法则”的预测准确率达到了近70%。与此相比，人工判断的准确率刚超

过随机猜测的概率（50%），最高也只到67%。所以，即便最好的人工

判断也比不过机械的加减法则。

Hillel Einhorn（1972）又做了一个统计预测和临床预测的对比

研究。他研究的是，在霍奇金淋巴瘤还没有治愈方法的时代（1970年

代以前）如何预测患霍奇金淋巴瘤的病人的生存寿命。（Einhorn之所

以对这个病感兴趣，是因为他当时刚被诊断出患有霍奇金淋巴瘤。他

在1987年因此病逝世。）一个世界级的霍奇金淋巴瘤专家和他的两名

助手对患者的活体组织切片的九个方面进行评估（即线索），并对每

个病人病情的“严重性”进行总体评估。根据病人的死亡情况，

Einhorn把专家的总体评估和病人的实际寿命做了一个相关分析。就算



专家评估出来的病情不能准确到预测死亡的时间，但最起码也能够预

测一个大概的趋势（至少这个专家是这样认为的）。而Einhorn发现并

非如此。事实上，连这个大概的趋势都是错的：被评估为病情严重的

病人反而活得更长。用专家们在评估时使用的组织切片的九个方面的

特征作为数据，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却在预测病人寿命上拥有更准确、

更可靠的结果。

另一个惊人的例子来自于Robert Libby（1976）。他让43名银行

信贷人员（其中有些人是在资产高达40亿美元的银行中就职的高级信

贷人员）预测60家公司中的哪30家在未来三年里即将因为财务报表问

题破产。为了方便这些信贷人员做预测，这些公司的各种财务数据

（线索）都会提供给他们，比如总资产中固定资产的比率。结果，人

工判断的准确率只有75%，而基于同样数据的回归分析，其准确率达到

82%。事实上，仅用资产负债率一项来进行回归分析，其准确率都能达

到80%。

从这些研究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经验，那就是在许多判断情境

下，我们有必要向专家咨询他们会使用什么样的线索，但要让机械模

型来整合线索做出判断。总体而言，线性组合模型优于人工总体判

断。这个规律适用于许多不同的情境。在某些医疗和商业情境而不是

心理学中，人工判断有时会显示出优越性，这是因为在这些情境中，

人们多数是根据“内部信息”做出判断的，而这些信息并不适用于统

计模型。如果要确保比较公平的话，就要保证专家和模型能使用相同

的信息线索。一旦统计模型接收了外部信息——至少在下面的例子中

——它的预测力就会略胜一筹。（比如预测重症监护室24小时内病人

的存活率；参照Knaus & Wagner，1989）。Meehl后来又几次更新了他

的经典结论，1996年，他和同事总结道：“对两种方法的预测准确性

进行实证比较（包含136个涉及各种预测的研究），其结果表明，机械



的方法几乎总是和临床方法不相上下，甚至更加优越”（Grove &

Meehl，1996，p.293）。

3.4 统计模型是怎样打败人工判断的

为什么线性模型的预测要好于临床专家呢？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三

个假设性“原理”来解释：一个数学原理，一个“自然”原理，一个

心理学原理。

数学原理是指个体变量间的单调关系和单调（顺序的）交互作用

都近似于线性模型。这种交互作用呈现在图3.2中。当两个因素联合起

来的效应大于这两个因素各自作用之和的时候，我们就称这两个因素

存在“交互作用”：但是当一个变量和结果之间的关系方向独立于另

一个变量存在时，这两个因素就没有交互作用。真正的单调交互中，

高-高作用和低-低作用是不相似的，但高-高（或低低）会比用每个变

量单独分析要高得多（或低得多）。如果高-高和低-低相似的话，交

互作用就称为交叉，见图3.2。

举个例子，道斯的一个博士生（Glass，1967）把酗酒和非酗酒囚

犯分配到轻松或者充满压力的两种不同体验中做实验。在接受心理学

家对其过往经历的访谈之前，先让这些囚犯在休息室等待20分钟。在

休息室中放有无醇宾治酒，实验要观察的变量是这些囚犯饮用宾治酒

的量，操纵的变量是不同的体验，轻松的或者充满压力的。经历了轻

松的体验后，酗酒者和非酗酒者喝了几乎一样多的量。但是在经历了

压力体验后，酗酒者的饮酒量是非酗酒者的两倍（参看图3.2中间的两

个图）。因此，我们就可以在压力和酗酒者的饮酒行为之间发现一个

真正意义上的“单调交互作用”：饮酒量并不能被任何一个影响因素

单独预测。在这个例子中，只有把酗酒和压力联合起来考虑才能有效



地预测一个人的饮酒行为。然而，一项统计分析表明，这个交互作用

可以近似等于两个独立的主效应：1.酗酒者会喝更多的酒；2.所有的

被试在经历压力后都会喝更多的酒。只有两个主效应的情境是纯粹线

性的。

为了澄清我们的数学原理，请看图3.2中的第一个。图中反映的是

两个变量之间只有简单和独立的主效应：一个主效应是酗酒者会喝得

更多（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另一个是在压力的情境下囚犯会喝得更

多（不管是酗酒者还是非酗酒者）。线性的加权模型能很好地拟合数

据。图3.2中最后一个图反映的是交叉交互作用，这是交互作用中最复

杂的一种情况。在轻松的情境中，酗酒者喝得更少；但是到了压力情

境中出现了反转，酗酒者喝得更多。这种情况下，线性模型就不能表

示这种效应了，哪怕只是近似地。然而在实际应用中，交叉模式的因

果关系是非常罕见的。所以正如我们观察到的，在非交叉的关系（更

为常见的）中，线性模型几乎都能够很好地表示变量间的关系。（见

图3.2第三幅图中的虚线部分。也可以参考任何一本优秀的介绍统计方

法和数据分析的著作，例如Norman Anderson 2001年版的统计书就非

常优秀；另外，Robert　Abelson 1995年的《统计：原则性的讨论》

（Statistics as Principled Argument）也是一本见地深刻的著作，

在这些书中，包含了交互作用的透彻讨论及其在行为科学中的解释和

应用。）



图3.2　交叉交互作用和非交叉（单调）交互作用的例子

自然原理指的是，大多数交互作用都是单调的，这个原理部分地

解释了为什么统计线性模型会如此成功。对两个变量做交叉交互作用

假设很容易，但要想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却很难，尤其是在心理学和社

会交往领域。因为某个变量取得最佳值通常都不依靠其他变量，所以

大量的交互作用都是单调的。此外，虽然在社会交往领域存在一些交



叉交互作用的假设（比如，独裁的领导方式在一些情境中很有效果，

而自由的领导方式在另外一些情境中会有更好的效果），但最后往往

发现只有口头声明和选择性的事后数据分析能验证它。事实上，

Goldberg（1972）在研究教学方法与学生特点的“匹配”如何预测学

生学业成就中发现，任何一种类型的交互作用都是暂时的。他在一个

大样本数据集的一半中，发现了38个交互作用，而在另一半数据中只

获得24个同一方向的交叉验证（同随机的19个交叉验证相比，在统计

上显著差异）。

心理学原理指的是，人们很难同时注意到刺激或者情境中两个或

者更多非可比的方面，这也许能解释线性模型预测为什么会成功（除

“非可比性”之外，“独立可分性”和“非可比性”也是标明刺激各

维度之间关系的标签）。人的注意力会在线索之间来回转移。举例来

说，Roger Shepard（1964）要求被试对画着各种角度“辐条”的圆圈

（刺激物就像是一个怀表的表盘一样）进行判断，被试要么只注意圆

圈的大小，要么只注意辐条的角度，但不能同时注意这两个方面。评

估学术申请的情形也是类似的。通常人们在判断时只会锚定一条突出

的线索，比如GPA分数或者测验分数的高低，然后根据申请者的其他信

息来做调整。有时，突出的锚定价值取决于信息的呈现形式，因为将

某条信息（如测验分数）置于突出位置时（如申请信息表开头），偏

差就产生了。信息呈现的顺序会使其具备更显著的锚定价值，从而带

来判断上的误差。一些人通常是先注意到一个线索，比如有利的测验

分数，随后是第二重要的线索（可能是GPA分数），然后是重要性再次

之的第三线索。从以上的例子我们可以注意到，尽管锚定-调整判断策

略并不那么精美，但它在认知上却非常有效地整合了数量可观的信

息，以至于一定程度上可以媲美于线性模型。然而锚定-调整判断策略

还不是最优的。现实中，在对申请人这一总体的分布以及申请资料库

中每个学生的可预测性知之甚少的情况下，一个招生委员会的成员怎

么能够理性地把测验信息和GPA信息综合起来考虑呢？作这样的比较有



一个理由，即纯粹的统计模型优于总体判断。统计模型能够利用从各

种线索转换过来的有效和独立的信息，把情境中的所有可得变量“校

准”到标准化的范围，最后做出严谨、一致的判断。

既然单调交互作用近似于线性模型（这是一个统计事实），而现

实中存在的交互作用大多数又是单调的，并且人们对来自各个方面不

具有可比性的信息进行整合着实存在困难，那么线性模型胜过临床判

断就是显然的。要想推翻这一说法，唯一可行的做法就是，强调受过

训练的专家在整合信息方面确实优于常人（而不是他们知道应该注意

哪些信息）。但是并没有证据能够表明专家就一定与一般人的思考方

式不同（记得第1章中提到的国际象棋大师吗？大师并不具备特别的视

觉或者智力技能，只是相对于新手来说，他们知道“往哪儿看”，在

长时记忆中有更多的各种棋局知识，并且清楚在每一种棋局下应该如

何应对）。

由此我们可以做一个更大胆的设想：不仅仅现实经验的世界是线

性的，相应地，人类的判断习惯也是线性的。因此，线性模型不仅广

泛用于描摹透镜模型右边的线索利用部分，也正确地表现了人类的思

维图式（如Anderson，1996；Brehmer & Joyce，1988）。在很多基本

的方面，人类的思维都遵循线性权重加法模式。事实上，我们熟知的

人类大脑神经网络的工作原理也告诉我们，像大脑这样的自然“机

器”，它的算法也是权重加法模式，很多基础的过程都可以很好地用

线性方程来描述。我们将在下一章来探索这种判断习惯的微妙之处。

3.5 线性模型的惊人成功对实践的启示

无数的研究文献惊人一致地显示出，专家判断很少获得令人满意

的准确率，几乎从未比机械判断更好。正如Meehl（1986）所说，他那



本“恼人的小书”出版40年后，“在社会科学领域，一大堆各种各样

的定性研究在这同一方向上得出如此一致的结论，表明在此问题上已

没有争议（p.373）。”这一点对实践的启示好像也逐渐清晰：一旦有

可能，人工判断就应该被简单的线性模型判断所取代。之所以说“一

旦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同样也相信，在用一种新的方法做重要的决

策之前，需要做一些实证测试。我们并不提倡违背“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的原理，在所有的判断情境中都用线性模型判断替代人工判断。

在现实的判断环境中总有一些特例和变化（比如发明一种新的诊断方

法），需要远见和及时的调整。但是我们坚信，在专家判断上浪费的

大量时间和资源，可以在统计模型中得到更公平、更有效和更准确的

利用。利用人类构建的线性模型判断，比只靠人类自己判断要有效率

得多。

我们提倡更广泛地使用准确的、机械的预测方法。道斯等人

（1979）的研究表明，即便不使用统计上的最优权重数据，线性模型

也能轻而易举地胜过专家判断。多年来，一个让道斯困扰不已的想法

不断在他脑中盘旋：或许任何线性模型都能胜过专家。这种可能性看

起来荒唐，但是道斯却执着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在一个助理研究员空

闲的时候，道斯要求他去处理一些数据，并建立一个线性模型。要求

是“除了正负号外、所有的数据都赋予一个随机的”权重（预知每条

线索对效标的影响方向时，这样做是合理的）。在头100个这样的模型

都胜过了人工判断之后，道斯又进行了20 000个这种“随机线性模

型”的研究——其中10 000个模型的数据来源于正态分布中随机选择

的一些系数，另外10 000模型的数据是从均匀分布中随机选择的一些

系数。道斯用了三组数据集合：（1）根据《明尼苏达多项人格量表》

的测验分数，对大约860个病人诊断其为精神病还是神经病

（Goldberg“加三减二”法则中也用到过同样的数据）；（2）用招生

评估的10个学术性变量和随后考查的人格特质变量数据，预测伊利诺

伊州立大学心理系一年级研究生的GPA；（3）用本科GPA、GRE分数以



及本科院校的入学难度，预测俄勒冈州立大学2~5年级的研究生的表

现。这三组预测都同时由线性模型和专家（从研究生到优秀的临床心

理学家）预测。平均来看，随机线性模型解释的效标和预测之间的方

差变异是训练有素的专家基于直觉判断的1.5倍。基于数学推理，单位

加权（就是把每个变量标准化，依据变化方向？ 1个标准差而引起的

因变量变化）能提供更好的预测力，平均是人工判断的2.61倍。系统

或随机线性模型常被诟病为不合理，是因为他们的系数（或权数）不

是基于最优化预测的统计技术。然而这个研究表明，即便是如此不合

理的模型，也能像那些合理的模型一样得出良好的预测结果。在解释

线性模型中的系数时，系数前面的符号比具体的数字权重要重要得

多。

还需要指出的是，在利用包含不同数字和单位的测量量表数据

时，基于直觉的人工判断是没有竞争力的。如果一种类型的信息（如

测验分数）被转换成了200到800的数值，而另外一种类型的数据（如

绩点）被转换成了1到4，那么大脑很可能被愚弄，即面对大数值进行

大调整。之所以举这样一个例子是为了说明，在做直觉判断时，把信

息量表线索标准化是一种不错的方法。另一个有效但同样“不合理”

的方法就是收集大样本的人工判断，拟合一个线性模型，用它来替代

初始的判断。这个方法叫做自举引导式（bootstrapping）（不要和

Efron 1988年提出的统计中的重抽样技术混淆），而且这个方法总会

胜过人类专家，包括那些在原始模型中被当做“判断来源”的专家。

关于自举引导式的成功有很多种解释，有人说它的信度、稳定性较好

（方程不易受到不良情绪或疲劳的影响），也有人说与主观报告或者

个案解释的方法相比，抽象判断策略或许能够更好地理解人们判断的

真实过程。但是自举引导式成功的最大原因，可能还是要归功于它出

色的稳定性和（即使是不合理的）线性模型的强大。线性模型的强

大，来源于其数学性质及其与待判断环境中事件内在结构的匹配。



3.6 反对和辩驳

从上面的几个小节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不论是随机的、系

统的或者是自举引导式的模型，它们的预测力都普遍高于训练有素的

专家。然而专家，或者是依赖这些专家做判断的人却不太乐意接受这

样的事实。所有的这些发现几乎都不能对专家判断的应用造成影响。

Meehl在年轻的时候就被选为美国心理学会主席，但是他的这个研究成

果的实际应用却没能引起同行们的重视。拥有联邦执照的心理学家、

内科医生和精神病学家做（有利可图的）总体判断时总是以这样的字

眼开头：“依我之见……”。事实上，这些判断可能还比不上一个门

外汉用一个可编程计算器计算出来的结果。人们对自己的总体判断没

有信心，却对“专家”的总体判断深信不疑，这种强大的信念瓦解了

一系列优良研究发现的价值，并且主宰着我们的法律和医疗系统。

人们反对这种准确的统计判断模型有很多原因。首先，它公然冒

犯了很多专家的自恋情结（同时还威胁到他们的收入）。捍卫专家判

断的一种常见方式是，对在特定研究中做总体判断时用到的专家的专

业知识提出质疑。一位密歇根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常常会嗤之以鼻地

说：“哼，对方只不过是明尼苏达的一名临床医生而已！”殊不知，

大多数明尼苏达的临床医生都是在密歇根大学拿到博士学位的。“你

们用过X博士的判断吗？”，一所很有名望的医学院院长告诉我们说，

“他的判断一定与病人的实际寿命有关。”事实上，X博士正是

Einhorn在霍奇金淋巴瘤研究中的一名被试。

另一些反对线性模型的人坚持认为，线性模型只在一些短暂的和

琐碎的事情上有更好的预测效果（比如死亡时间、出狱时间或者是退

学）。他们声称，在“真正重要的长期结果预测”中，总体判断有着

更好的预测结果。但是Jay Russo（在私下交流中）指出，这个反对的



理由只能说明长期预测比短期预测更容易。像预测死亡（100年以后我

们都会死去）和狂犬病（在潜伏期之后就会发病）这样的变量是可能

的，但是这些变量并不是这些研究中要预测的那类变量。还有，如果

我们了解一下过程（比如血液中存在狂犬病病毒或者艾滋病病毒），

预测“潜伏周期”就变得像演讲中提到的某个数字一样不重要了，同

样地，预测长寿比预测死亡更容易。

最后一项反对的理由就是，“不可能所有的人都错。”专家们因

为他们“依我之见”的判断被人们敬畏了很多年，同时也获得了很丰

厚的报酬。然而就像James March所说的，这种敬畏可能只起到了社会

作用。老百姓和相关组织常常只需要在好坏参半的备选选项中做出选

择。所以判断一个决策的好坏，咨询专家就成了一个标准，而且这个

专家收费越高越好。“我们已经尽最大的努力去获取可能最好的医疗

建议了，”这种想法可能是一场致命手术（或者输掉的官司）的安慰

剂。就像丢掉《易经》就能使某些人免除对失败婚姻或者一个错误职

业选择的悔恨。构建线性模型的专家给人的印象，根本比不上依靠

“多年经验”的直觉“顿悟”而进行判断的专家。（据我们所知，一

个收费很高的咨询专家在私下里偷偷地使用线性模型。）所以我们对

专家判断价值的评判是独立于其效度的。

除此之外，还存在一种环境因素让我们不相信总体性直觉判断存

在劣势。那就是反馈的可得性是有偏的。在一个预测情境中构建线性

模型时，我们能够准确地知道这种方法的不足。但相反的是，我们对

于直觉判断的反馈是有问题的。我们不仅选择性地只记住了成功的时

候，还常常意识不到自己的失败——因为我们用已有的知识把它们

“解释掉了”。谁知道被研究生院拒绝的申请人现状如何？教授只能

接触到录取的学生，如果某个教授的工作成绩优异，被录取的学生同

样可能会表现得很好，这就会强化教授对自己的判断效果的信心。但

是被误诊为“精神病”的患者呢？如果幸运，他们将在诊断他们的权



威人士眼前消失；如果不幸，他们有可能被安排到很快就会使其变成

精神病的环境中。最后，病人因接受不了而自杀，医生会解释说：这

是因为该病人送过来时的情况已非常严重了，以至于他们还没开始治

疗就发生了悲剧。不相信？你可以去查看病历，所有的情况都记载在

他的病历里。

有关反馈的问题在Malcolm Gladwell的畅销书《当机立断：不假

思索的思考力量》（2005）中有举例解释。Gladwell讲述的故事是关

于盖蒂博物馆中一尊所谓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创作的、名为“科诺斯

[1]”的年轻男性裸体大理石雕塑。这尊雕塑的来源并不确定，所以博

物馆就请了专家，用科学方法来确定石头和它表面的材料成分是否和

真正的古希腊雕塑相同。专家给了肯定的结论，博物馆也跟着把它买

了下来。然而当雕像展出的时候，一些艺术历史学家看到这尊雕像的

第一眼时便倒吸了一口凉气。希腊一间有名望的博物馆主管Angelos

Delivorrias说，他感觉到了一阵“直觉上的厌恶”。当时世界上最有

名的博物馆馆长Thomas Hoving（1996）说，他看到雕像的第一个感觉

就是太“新”了，并且评论道：“在西西里岛挖掘的时候，我们也发

现了一些类似的零零碎碎的东西。只是没有这么成型（p.315）。”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尊雕塑到底是真的还是高仿品至今仍然存在

争议；Goulandris Foundation & J.Paul Getty Museum，1993）。

从上面这个表面上直觉判断胜过系统分析的例子，我们能得到什

么样的结论呢？第一，在检测这个领域的造假上，化学检测可能不是

最好的方法。如果这尊雕塑真的是赝品，那么造假者肯定对何时选择

大理石材料和如何“做旧”做了很多研究。但如果没有做过前景性研

究（就像那些进行评价线性模型的例子），我们不知道在这事件上拥

有正确直觉的专家，在其他伪造品的判断上有多少次正确。谁知道他

们以前被愚弄了多少次？我们甚至不知道，就在这个雕像的真伪判断

中，有多少其他专家的直觉是错误的。这就像我们举的一个例子，有



36个人预感掷骰子的下一轮会出现两点，并且愿意在成败机会相当的

情形下赌上一把，结果平均只有1个人会赢。赢的那个人引起我们的注

意，而另外35个可能都不怎么被提及。

另一个有启发性的例子是“亲爱的阿比”提供的1975年时的一封

信：

亲爱的阿比：在一个高级杂货店排队结账时，我看到一个在我正前方的女人在疯狂地

翻找她的钱包，很尴尬的样子。看起来她的东西已经结算了，但她还差一美元。我很同情

她，就把一美元递给了她。她很感激我并坚持要了我的名字和地址，写在一张皱皱巴巴的纸

上，然后放进她的钱包里，说：“我明天一定把钱邮寄给你。”然而几个星期过去了，我仍

然没有收到她的来信！阿比，我认为我对判断人很在行，而且我并不想认定她是那样的一个

人。这点小钱一点也不重要，但是这却动摇了我对人的信心和看法。希望得到你的看法。

——害羞的一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害羞的一美元”并没有对她今后的判断能力

——几乎是不考虑任何信息的——失去信心，反而对人性失去了信

心。“害羞的一美元”仍然相信自己“对判断人很在行”，只是其他

人没有那么好而已。

Hillel Einhorn 和Robin Hogarth（1978）检验了判断后信息的

可得性并且演示了反馈如何系统地让直觉判断看起来有效。举这样一

个例子：一个服务员认为他能根据客人的穿着判断其给小费是否慷

慨。如果他认为这个客人在给小费上会很小气，那么他就会提供较差

的服务，而最后也导致了小费较少——因此这就强化了这个服务员的

判断。（不是所有的预言都是自我实现的——前提是必须有一种机

制，而直觉判断恰好就提供了这样一种机制。直觉也有可能是某些自

我否定预言的机制，比如一个人感觉自己开车时无论冒多少风险都不

会受伤。）



相反地，线性模型的系统预测有时候也会得出不准确的数据。比

如，在Einhorn（1972）的研究中，用最好的线性模型来预测霍奇金淋

巴瘤病人的寿命，结果方差仅为18%（参见本章3.3），与此相比，世

界上最好的专家预测结果却是0%。这样的结果告诉我们一个令人不安

的结论：我们最关心的那些结果大多是不可预测的。比如，告诉一个

研究生招生办的老师，GPA分数、GRE成绩以及本科院校联合起来，在

预测学生随后的表现中只能起到23%的作用，这一定是很难接受的，但

与此相对的是，招生办老师的总体评估只能解释4%。然而，我们非常

渴望预测那些对我们很重要的事情。如果想得出一种方法（线性模

型）预测力不佳的结论，唯一理性的依据就是有其他更好的方法。然

而在没有任何根据的情况下认为“别的方法”一定存在，而且它就是

直觉总体判断，那就是不理性的，甚至可以说是荒谬的。

关于人工判断的大量研究给我们上了重要的一课，那就是，并不

是所有的结果都是可预测的；在现实世界中存在大量的“不可降低的

不确定性”，即透镜模型（图3.1）中的左边部分。就拿学业成就来

说，它会受到研究生期间与谁共享一间办公室、哪个教授恰好有助理

研究员的空缺、与之竞争第一份工作的人能力有多强（被哪些“研究

委员会”指定的教授来评审）等等因素的影响（Bandura，1982）。此

外，在学术生涯中的确存在着自我放大的特点。一次“小小的幸运”

也许就能让一个刚毕业的博士得到某个好大学的任职职位（或者一个

刚毕业的医学博士得到某优秀医院的职位，或者一个刚毕业的法学博

士得到某出色的律师事务所的职位），随着工作的进行，幸运者就会

发现周围的同事也非常优秀，这又会显著地强化个体对于自己在工作

表现上的判断，认为自己把非凡的才华带到了工作中。（相反，一点

点坏运气就能让一个刚毕业的博士肩负起九门课程的教学重任，遇上

不利于学术成果产出的资源分配和“疲惫不堪”的同事。没有几个人



能像爱因斯坦一样因为发表了一份3页纸的论文[2]，就从专利局办公

室走出来获得一份全职的学术职位。）

人们发现用线性模型来评估他人尤其令人不快。比如，研究生面

试真的很重要吗？一个字，“不”。在不能体现申请者长期表现的半

小时面试中，我们又能获得什么呢？Len Rorer（与道斯私下交谈时）

指出，认为一个人可以利用面试技巧完全了解另一个人，那简直是天

方夜谭。而且，就算面试官认为他们能够在面试中筛选出申请者身上

一些或正面或负面的信息，但仅仅根据考官对申请者在一次面试中表

现的评价，而不是四年大学生涯中真正的成功（或失败），来判断他

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就真的公平吗？ GPA或许仅仅只是一个数字，但

是它代表了约50个教授数年的意见；一些教授也许对某个学生有偏爱

或者偏见，但是多次基于实际表现和考察的联合印象还是比仅仅基于

与一个人（这个人也同样存在偏见和不可靠性）在一次简短的互动中

所得出来的结果要公平一些。而且，GPA预测的效果要比面试好，所以

根据一个没有效度的印象来判断另一个人，是不是有点不公平呢？

一位研究医学决策的同事讲到这样一个故事，院长和著名的医学

院都来咨询他，为什么他们的学院屡屡招不到女学生。这位决策研究

人员就用统计的方法，从“外部的视角”研究了这个问题，并且找到

了这个问题的症结：一个老教授用大量的时间来面试申请医学院的学

生。他评估的主要维度有“情绪成熟”、“对医学的兴趣”和“神经

质”等。每当他面试到未婚女性申请者时，他都倾向于认为她们不够

成熟；而当他面试到一个已婚女性时，他又倾向于认为她“对医学的

兴趣不够”；当他面试到离婚女性时，他又倾向于认为她“神经过

敏”。几乎没什么女性申请者能从他的面试中得到正面评价，尽管他

声称他的判断显然与性别无关（颇具讽刺意味）。



3.7 判断在选择和决策中的角色

在这一章中，我们一直把注意力放在事件和结果的判断上，实际

上我们所讨论的判断框架可以应用到更大的决策框架和如何确定备选

行动的判断中。线性模型可以有效地描述判断的心理过程，同时对预

测外部事件来说，也是一个虽不完美但却相当实用的统计工具。此

外，线性模型对预测我们自己的评估和偏好，也就是所谓的“内部”

事件与主观世界，也是一种很有效的方法。从本质上讲，当下的决策

就是要求我们预测我们将来会喜欢什么，但通常那时的条件和现在做

决策的条件已经很不一样了。既然在预测的准确性能够被检验的情境

中，线性模型预测的效果比直觉判断的效果要好，那么在实际缺乏明

确效标的情况下，为什么结果不也是如此呢？如果我们希望在涉及多

重因素的情境中做出选择，那么运用自己的（尽管还不尽合理）线性

模型就能做出不错的判断。这本质上也就是本杰明·富兰克林建议的

做判断的方法（充分讨论见第10章）。他建议在考虑一个行动方案

时，列出利与弊，衡量它们的重要性，然后把利与弊的分数加权计

算，看哪一个行动方案的得分最高。

因此，对于如何选择的实用性建议就是，我们要依赖强大而美妙

甚至还不尽合理的线性模型。这一章的基本原理就是“只有数字才是

真实的”，不管这些数字的质量是好还是坏。如同在其他情境中能够

使用数字来达到建构或者解构的目的一样，把数字应用到决策领域，

也可以让我们做出好的或不尽完美的决策。然而在使用数字时要克服

“神秘的人脑”这个观点（目前没有研究可以支持这个观点），它会

让我们不依赖任何可靠的、可控的思维过程而得出出色的结论。然而

我们也不能否认神秘性依然存在，只不过不是在这个情境中。我们所

有人无一例外都对自己的判断能力过度自信。想要做出好的判断，并

且对他人公平，就必须克服不使用数字信息的坏习惯。当我们确实这



样做的时候，就应当像我们利用数字的帮助修建一座历久弥坚的桥梁

一样，由衷地感到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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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基本判断策略：锚定与调

整

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起地球。

——阿基米德（公元前287~公元前212年）

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

为了理解人们的判断行为，我们喜欢对他们的认知和情绪加工过

程进行描述。这些加工过程贯穿于理解判断任务和形成最终的印象、

估值与选择之间。我们已经展示了代数模型如何为人们整合各种信息

资源以做出判断提供合意的解释。因此，在某种层面上，代数模型可

以有效地描述上述加工过程。本章中，我们将更深入地去认识和理解

第3章中提出的、体现在更加广义水平上的加权线性方程背后的潜在认

知过程。

4.1 凸显的值

通常，我们对频率和概率的估计，甚至对结果是否符合期望的估

计都是模糊的。在这种模糊情境下，如果有一个“锚”作为估计起

点，就可以产生戏剧性效果。人们会根据这个所谓的“锚”对自己的

评估进行调整，不过估计的结果却不会离“锚”太远。当采用这种方

法整合信息时，通常会出现“调整不足”（underadjust）的现象。如

果我们回想起一座房子的售价约为20万美元，那么在对它的价格进行

更准确的评估时，我们会以20万美元这个评估值为起点，而最终的评



估价格也将非常接近此数值。投掷四次硬币，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会

有两次正面朝上（即使实际发生的概率只有3/8）。有时尽管我们评估

的是非数字信息，也会落入“锚定与调整”的窠臼。当了解了某位职

业足球运动员具有某种特征后，我们通常会预期其他职业足球运动员

也具备类似的特征。当在某家饭店享用了一顿美味佳肴后，我们通常

会预期该饭店的其他菜品也同样美味（然而，由于回归效应的存在，

事实通常会让我们感到失望，见第7章）。

锚的产生可能完全是随机的。例如，Amos Tversky和Daniel

Kahneman（1974）曾让学生估计联合国中非洲国家所占的比例（此研

究于1972年进行，当时的正确答案是35%）。估计前，实验者要求被试

通过转动“幸运转盘”得到1到100之间的一个数字，并判断非洲国家

的比例大于或小于这个数字。当然，这个所谓的“幸运转盘”是由实

验者控制的。通过“幸运转盘”得到数字10的被试，其估计的均值为

25%；而对于那些得到数字65的被试，其估计的均值为45%。尽管10和

65这两个数字是完全随机产生的，却成为人们估计时的锚。

其实，人们在判断的开始阶段会将注意力聚焦在一个所谓的锚

上，而最终的估计无非是对这个锚的一个不充分调整。这种不充分的

调整是普遍存在的，并与原始锚的可信度以及判断者头脑中或手边拥

有的相关信息的数量有关。对于Tversky和Kahneman（1974）的实验结

果，读者可能和我们一样有这样的疑问：那些知识渊博的被试是否知

道联合国中非洲国家所占的实际比例低至35%呢？实际上，为了演示

“锚定效应”，实验才被设计成上述形式，评估者头脑中缺乏相关信

息，这就给随机产生的锚留下发挥的余地，使其对评估产生巨大的影

响。

锚定与调整的过程在人们的判断中普遍存在，特别当这个所谓的

锚是被“明显”随机选出时（类似上述Tversky和Kahneman的“幸运转



盘”的实验）尤为如此。一个有关心算的研究给我们呈现了另外一个

武断地选取锚的例子（这个锚更加隐晦）。同样来自Tversky和

Kahneman在1974年的研究，他们要求被试估计“8的阶乘”是多少。被

试并不知道正确答案。问题以两种方式呈现出来：一部分被试被要求

估计乘积式8×7×6×5×4×3×2×1的结果，而另一部分被要求估计

乘积式1×2×3×4×5×6×7×8的结果。Tversky和Kahneman假设首先

呈现给被试的数字会被看做锚（这个锚也可能是乘积式中的前3~4个数

字的乘积）。事实也正如他们所猜想的那样。当乘积式中的数字按照

递增的顺序呈现时（1×2×3×……），被试对结果的估计中值是

512； 而 当 乘 积 式 中 的 数 字 按 照 递 减 的 顺 序 呈 现 时

（8×7×6×……），被试对结果的估计中值是2250（对于这两种呈现

方式，人们都低估了正确结果，即40 320）。

4.2 锚定及（不充分）调整

这一连续的判断过程（锚定与调整）是我们有限的注意“频道”

以及因认知局限而形成的选择性策略的自然结果。正如在一个视觉场

景中我们只能关注于其中一点，又如在嘈杂的鸡尾酒会上我们只能专

注于一次交谈一样，在判断或评估时我们一次只能注意到一条线索。

我们可以用一个流程图呈现人们的判断过程（如图4.1所示）。

正如流程图所示，判断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偏差可以产生于其中

的很多环节。最基础的偏差是该过程有“调整不足”的倾向或简单称

之为“首因效应”——判断过程的开始阶段所考虑的信息，在最终判

断时被赋予过高的权重。这种锚定通过两种认知程式产生偏差。第

一，在判断过程临近产生结果时，调整呈现出一种保守的特点（Epley

& Gilovich，2001）。当新的信息出现时，人们习惯性地对先前估计

的值进行向上或向下的微小调整，因而导致先前的信息被过分看重。



也许人们只是很自然地将最先呈现的信息当成最重要的，所以才赋予

其过高的权重。第二，锚，更确切地说是和锚相关的概念，对第二

次、第三次以及随后考虑的信息会产生一种偏差效应，特别是当信息

需 要 从 记 忆 中 提 取 时 （ Chapman & Johnson ， 1994；Strack &

Musweiler，1997）。

Nick Epley 和Tom Gilovich（2001）认为，只有当锚是由人们自

己选出时，调整不足过程才会发挥重大作用。他们设计了一个巧妙的

实验，实验者可以准确地知道被试所选取的锚。（例如，当问被试

“继哥伦布之后第二个登上西印度群岛的欧洲探险家是在哪年登陆

的？”几乎所有的美国大学生都会自我锚定在“1492”这个数值

上。）行为结果清楚地表明，被试会从他们自我产生的这个数值开始

连续地调整。但是，当被试被问及“蓝鲸的平均体长是多少”并且实

验者主动提供一个锚定的数值时，这种连续的调整过程似乎并没有发

生。因此，认知过程产生偏差的一个指标是锚的来源。尽管这些微观

的加工过程还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我们认为其中的一般化原则与可

信度有关——越是可信的锚，对评估过程的影响越显著（自己回忆出

来的相关值将是非常可信的）。



图4.1　锚定与调整时的认知流程图

在人们有意识地整合信息的习惯中，锚定与调整最为常见。与之

密切相关的加权平均模型被普遍认为是最能描述人们判断行为的代数

模型（Anderson，1996），也是我们在本书第3章所介绍的透镜模型中

普遍使用的统计模型的基础。坦率地讲，我们认为线性累加模型之所

以能成功描述人们的判断行为，是锚定与调整这一信息整合过程在其



中发挥了作用。判断过程的时间进程图表明，最常见的顺序效应就是

首因效应，即人们会锚定在首先考虑的信息上，而在接收到新信息

时，对先前的判断结果调整不足。我们认为平均加权的整合模型具有

计算简单、稳健、适应性强的特点，特别当该计算过程执行于神经元

之中。事实上，线性代数整合模型作为锚定与调整过程的核心，具有

稳固的数学估计的性质（参见第3章关于“强大而美妙，但不尽合理

的”线性模型的讨论）。

甚至看似不合理的极端的锚也会对估计结果产生影响。Fritz

Strack和Thomas Mussweiler（1997）向大学生们提问，甘地去世时年

龄大于还是小于214岁（Mussweiler & Strack，2001）。这个看似疯

狂并且荒谬的锚依旧会对估计产生影响，即使没有人会相信214岁是一

个可靠的值。锚值不一定都是极端值，例如人们经常用平均值作为

锚。对于那些习惯折中、奉行中庸之道的人，当一个人说1，另一个人

说11时，他们通常会说6。在一次州立法委员会召开的关于教育基金的

小组会议上，一位同事发现了人们的行为展示了这种折中的习惯。当

时没有人清楚地记得最初人们建议为继续教育提供多少美元的预算。

两位与会人员对这一数额存在严重分歧，但也都不确定。当这两个数

字被简单平均之后，大家便继续讨论最终的预算应该比这个均值高些

还是低些。

毫无疑问，最常见的锚是现状（status quo）。尽管我们的大脑

不像身体一样，必须受制于从现在的位置出发才能到另外的地点，但

是实际上，我们的大脑经常这样做。因为对我们而言，改变现有计划

或者政策制度可能要比产生一个新的更容易；即使是接近现状的备选

方案也会被看做锚。这不仅会发生在各种组织中，也同样适用于个

人。如Cyert和March（1963）所说，公司“只在现有备选方案的范围

内进行挑选”。个人和组织均趋向于依赖最新或当前的核算成本以及

完成工程的时间去决定对不同工程如何分配资源和时间。实际上，对



这些估计持乐观态度通常是不切实际的，因为锚定在之前的值上会导

致估计不足——尤其在估计财务问题、完成时间和运动表现方面，因

为通货膨胀、年龄和回归效应分别在其中扮演了“无情”的角色。

在关于锚定与调整的“经典”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研究中，

Paul Slovic、Baruch Fischhoff和Sarah Lichtenstein（1982）观察

了人们在赌博时，通过出价和选择所表现出的偏好。研究者分别在两

种情境下研究“赌博”中的出价和选择行为：一种是大学生被试在假

设情境中进行选择并为假想中的赌博游戏下赌注；另一种是拉斯维加

斯赌场的实际选择，即以赢钱为目的的真实赌博。两种情境下得到了

一致的结果：被试所下的赌注均受制于最为凸显的数值。

上述实验中的赌博很简单，即以一定的概率或赢或输一定数额的

金钱。研究者要求被试用两种方式进行回答：要求被试回答愿意接受

多少钱以放弃玩这个赌博游戏（出价）；另外要求被试在两个赌博游

戏间进行取舍（选择）。为了能让被试给出他们心里真实的价格，主

试使用了一个能够随机还价的装置。如果还价低于参与者给出的价

格，那么被试将被迫参与这一赌博游戏；如果还价高于被试给出的价

格，那么他将得到与还价数等额的钱。当被试的出价低于该赌博游戏

在他们心里的真实价值时，若随机产生的还价落在被试出价与他们心

里的真实价值之间，那么参与者将得到与还价等额的钱，但实际上他

们更想参与这个赌博游戏。当被试的出价高于该赌博游戏在他们心里

的真实价值时，如果随机产生的还价落在被试出价与他们心里的真实

价值之间，那么被试将不得不参与这个赌博游戏，而实际上他们更愿

意得到与还价等额的钱。因此，无论被试出价过高或过低，他都有可

能不得不接受一种并不情愿的方案。这种评估方法由Becker、DeGroot

和 Marshak（1963）发明。人们一旦清楚地理解了这种评估方法的机

制，就会努力给出赌博游戏在他们心里的真实价格，而非过高或过低



的出价。这种真实估价程序被清晰地解释给被试，直到他们明白其中

的逻辑之后，实验才会正式开始。

假设有两个赌博游戏。赌博游戏A有11/36的概率获得16美元，

25/36的概率损失1.50美元；赌博游戏B有35/36的概率获得4美元，

1/36的概率损失1美元（两个赌博游戏的期望价值都趋近于3.85美元，

见附录）。被试为赌博游戏A的出价更高，毕竟参与赌博游戏A赢钱时

的收益更大。但是，当要求这些被试在这两个赌博游戏中选择一个

时，更多的被试却选择了赌博游戏B，毕竟参与赌博游戏B更可能赢

钱。对这一偏好反转现象，研究者的解释是：当要求被试为两个赌博

游戏出价时，他们锚定在赢钱的数值上，然后根据概率信息进行不充

分的调整。相反，当同样的人比较收益和损失时，他们锚定在赢钱的

概率上，概率越高越好。然后根据赢或输的钱数进行不充分的调整。

实验结果证实，无论是在调查问卷还是赌桌上，被试都更加偏好赌博

游戏B，但为赌博游戏A出价更高。

锚定与调整的习惯可能把人变成“钱泵”。假设主试按照被试给

出的价格将第一个赌博游戏“卖”给被试。然后给被试一次机会在两

个赌博游戏中选择，被试会选择第二个，用第二个赌博游戏交换第一

个。随后，主试再用被试给出的价格将第二个赌博游戏“买”回。而

这个价格低于之前将第一个赌博游戏卖出的价格，主试获利，而被试

留下了最初的赌博游戏。假设主试重复这一过程，就可以将被试口袋

中的钱像水泵抽水一样不断地抽出来，那么即使开始的时候送给被试

其中任何一个赌博游戏，主试仍然可以得到无穷多的利润（理论

上）。有趣的是，按照如此模式选择和出价的人，仍对这样的买入、

选择、卖出过程乐此不疲，即使他们也会意识到，这样做主试将会获

得利润。每每还会听到诸如“我忍不住这样做”和“我知道这么做是

愚蠢的，你在占我的便宜，但是我确实喜欢这个（赌博游戏），虽然

我知道另外一个可能更值钱”这样的评论。



这些微妙但稳固的偏好反转现象证明：不同的任务下，人们会选

择不同的锚（在出价任务中，人们选择赢钱的数值；在选择任务中，

人们选择赢钱的概率）。此外，偏好反转现象也挑战了传统经济学理

论，该理论把物品对人们的效用（个人价值）和人们愿意为它支付的

价 格 等 同 起 来 。 两 位 经 济 学 家 David Grether 和 Charles

Plott（1979）回应了这一非理性选择所带来的挑战。他们以真实金钱

作为报酬进行了一系列实验，旨在检验他们能想象到的、可能导致这

种非理性选择和出价行为的人为干扰因素。（例如，因为这个研究是

由心理学家完成的，所以，主试可能在实验过程中存在欺骗行为。）

不过，他们没有找到任何人为迹象，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最初的发

现是确切可信的。

很多重要的财务问题容易受到锚定效应的影响，尤其是在双方就

共同投资和收益分配进行磋商时，锚定效应可能表现出一定的作用。

Greg Northcraft和Maggie Neale（1987）让专业房地产经纪人评估住

宅的价值，这是帮顾客讨价还价时要经常完成的一项任务。评估前，

会提供给这些房地产经纪人一份长达10页的关于某个地区住宅情况的

报告，他们根据这些情况对住宅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并给出预期的

售价——这些都是他们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合理的市场价格应该是客

观的（通常受到地点、面积大小、所有权状况以及类似房屋在最近的

销售价格等因素的影响）。Northcraft和Neale操纵了一个不相关的变

量，即材料上所描述的那些房产的原始上市价格，它们按照原始实际

市场价格上下浮动12%。原始上市价格由房屋出售方提供，可能趋近于

真实市场价值，也可能高于或低于市场价格，这取决于出售的目的。

然而，正是对原始上市价格的操纵，对经纪人评估房产价格产生了巨

大的影响。

Dan Ariely、George Loewenstein和Drazen Prelec（2003）为我

们展现了关于金钱锚定的一个生动的例子。他们在教室里拍卖葡萄



酒、书、高级巧克力等平均市场价格在70美元左右的商品。每卖一个

商品，都要求学生们先看一下自己社会保险号的后两位数字，然后问

他们是否愿意为这个商品支付同样数额的价格。例如，你的社会保险

号后两个数字是85，你会被问到：你是否愿意为一瓶葡萄酒支付85美

元？当学生们被锚定在自己的社会保险号后，实验者要求他们说出一

个自己愿意为每个产品支付的价格。锚定在社会保险号后的出价，与

正常的出价有着显著差异。社会保险号后两位数组成的数值与最终的

出价之间的平均相关系数趋近于+0.40；社保号后两位数值大的学生

（80~99）为葡萄酒平均出价39美元，而数值小的学生（00~19）平均

出价12美元。Ariely和他的同事将这种效应称为“随机一致性”，因

为这个随机产生的数值设定了学生们出价的大致等级。但是对于每一

个人，不同消费品的出价高低具有一致的顺序。（对于这一组学生而

言，无线键盘的出价一致性地高，而高档巧克力的出价一致性地

低。）然而，虽然不同消费品出价的高低顺序具有一致性，但绝对价

格却严重地受到这个随意给定锚的影响。

这个结果——人们的判断依赖于锚——其实并不奇怪。然而，要

紧的是，它既会出现在重要的财务判断中，也会发生在那些所谓经验

丰富的专业人士的身上，更可能发生在那些专家们拥有极多有效信息

的现实情境中…… Northcraft和Neale（1987）发现，这些专业人士

声称，他们绝对会注意到上市价格与房产的真实价格间存在超过5%的

差异，但是他们却忽略了原始价格在12%范围内的变化，并使其潜移默

化地影响到他们的评估。

锚定与（不充分）调整效应在许多重要的司法判断上同样扮演着

重要的角色。例如民事侵权行为诉讼中，原告通常要求特定数额的补

偿，有时还要求惩罚性的赔偿。在由Reid Hastie、David Schkade和

John Payne（1999）进行的一个模拟法庭实验中，原告或声称“要求

赔偿1 500万到5 000万美元”，或声称“要求赔偿5 000万到1.5亿美



元。”（辩护人经常提供一个范围而非一个确定的数值，因为他们认

为这样做是一个有效的策略——可以使法官的注意力不知不觉地向他

们希望的方向转移，但是表面上看却将最终的决定权交到陪审团手

中。）毫无疑问，在两种情形下，实际判决的中值分别是1 500万美元

和5 000万美元。这个结果尤为有趣，因为在判决前法官已经清楚地告

诉陪审团“原告律师的建议仅供参考，不能作为证据。” Gretchen

Chapman和Brian Bornstein（1996）用一句俗语总结了这一结果：

“要的越多，得到的越多。”

一个类似的事件发生在刑事保释金的设定以及量刑上。与陪审团

类似，主审法官也容易受到律师建议所产生的锚的影响。例如，Ebbe

Ebbesen和Vladimir Konecni（1975）让他们的学生到法庭中观察审判

前确定保释金的听证会。他们发现刑事法庭的法官对检察官提出的保

释金数额所赋予的权重（确保被告可以出现在随后的审判中而缴纳的

一定数额的金钱）高于其他信息的权重；或许这与保释金的信息首先

被呈献给法官有关。Gerd Gigerenzer和他的同事们甚至认为，在某些

情况下，当人们有了一个锚后，他们甚至不愿意花费精力去调整。这

个所谓的“选最好的”判断过程，直到一个有说服力的、凸显的值出

现才会终止。Mandeep Dhami和Peter Ayton发现，英国刑事法庭中的

文职人员只根据检察官的建议来确定保释金的数额，正好验证了上述

观点。

因此，这种凸显的或者被认为重要的值，会影响到很多重要的判

断和决策。这对很多专业人士来说可能并不奇怪。有经验的谈判者和

销售人员知道，一桩买卖或者生意很可能被首先建立起交易参照框架

或者首先给出提议的一方所控制。然而，令人惊奇的是，我们对“锚

对自己行为的影响”却视而不见。我们能够很容易地想象到，锚定效

应会对“其他每个人”的行为产生影响，但是，却忘记了一个事实

——我们也和其他人一样。



4.3 自我锚定

我们做出的某些重要决策和推断常常涉及其他人喜欢什么、在想

什么、要做什么。比如我们如何推断朋友是否喜欢新上映的电影？如

何推断在全国人口中拥有本科文凭的人群所占比例是多少？如果一名

女汽车工人被解雇，她会有怎样的反应？当我们需要对一些我们不是

很了解的人做出决策时，我们往往会进行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推断过

程——这种过程被某些学者称之为“投射”。正如2005年诺贝尔经济

学奖得主Thomas Schelling（1966）所说：“如果你足够机智冷静，

那么你可以坐在摇椅上，通过不断自问自己会有哪些反应来预测人们

是如何反应的。如此一来，你会得到大量免费的实验样本。”Thomas

Schelling是在谈论某些专家是如何从事行为科学研究的，但他同时也

描述了我们自己是如何预测其他人的行为的。我们依据自己的态度或

者行为（或者是我们认为我们会如何做）来进行锚定，必要时，根据

他人与我们的不同或者我们自认为不同的那些方面进行调整。

发展心理学家（和几乎所有的父母）观察到，非常年幼的孩子在

看待世界时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要想让这些年幼的孩子们懂得他人的

喜好或知识跟自己是不一样的，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即使是成

年人，在看待他人时也仍然存在着自我中心的情况。例如，Nick

Epley和他的同事们（Epley，Keysar，Van Boven，& Gilovich，

2004；Nickerson，1999）曾经做过一个实验：让不同的被试分别从相

反的视角观察一个场景，然后让被试就这个场景进行交流。在实验

中，选出一名被试作为指令的发出者（或称之为“指挥者”），另一

名被试则作为指令的接收者。这名指挥者会给其他接收者发出指令，

指出需要拾起哪些物体。这个游戏的“诡计”是：从指挥者的角度

看，一些物体已经被遮挡住了，但这些被遮挡的物体却可以被指令接

收者看到（指挥者和接收者均知道存在被遮挡的物体，但只有从接收



者的角度才可以准确分辨出被遮挡物体的具体形态）。有种情境下，

接收者可以看到三支蜡烛，而指挥者却仅能看到两支。这意味着，如

果指挥者的指令涉及“最小数量的蜡烛”，那么对于接收者来说，所

指的蜡烛会与指挥者眼中的不一样。在这种以及其他类似任务中，被

试很难克服自我参照的缺陷，在看似简单的操作任务上，未能进行协

调一致的行动。在后续研究中，Epley和他的同事们考察了由于不同视

角所引起的、更细微的沟通失误的情况。在一次精心设计的系列实验

中，被试需判断一条电话留言是否含有讽刺意味。当然，留言是否有

讽刺性涉及留言内容（“喜剧演员总是十分滑稽的”）和留言者真实

观点（他其实认为喜剧演员是乏味和无趣的）之间的区别。事实上，

我们都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不太熟悉某人时，我们不能确定这个人

所说出的话是真诚还是嘲讽。Epley等人指出，这种微妙的判断始于对

外显信息内容的锚定——我们可以暂且称这种情况为首次解释。他们

还指出，只有深入思考之后，这种首次解释才能脱离其表面意思，进

而展现出真正的含义。该研究成果非常有价值，因为它仔细分析了对

讽刺性消息的反应有一个时间过程，证实了理解信息时先是对表面意

思的锚定，若要理解深层含义，则需要对首次解释进行必要的调整。

Lee Ross和他的学生（Ross，Greene，& House，1977）发表了一

系列引人注目的研究来论证他们命名的“虚假共识效应”。他们在校

园中展开调查，问大学生：他们是否愿意在校园中表现出一些大胆

的、夸张的行为（例如，挂着写有“忏悔”大字的牌子在校园中步行

30分钟）。如果他们进行了类似的大胆和夸张行为，身边会有多少比

例的学生也愿意与他们一样进行类似的行为？那些愿意挂着“忏悔”

牌子在校园中步行的被访者们认为，在他们身边会有63%的同行者；而

不愿做出如此夸张行为的被访者们则认为，如果自己做出这样的夸张

行为，那么在身边仅会有23%的同行者。目前，有100多项研究证实，

在预测同伴的知识、态度和行为时会出现类似的效应。例如，你会认

为你所选择的候选人将得到相当大比例选民的支持，而这种预测往往



会比实际大（Granberg & Brent，1983）。这种预测甚至延伸到对候

选人的信念，选民更愿意认为他们所选择的候选人具有和自己一样的

理念，尽管事实上并没有那么相似（Page & Jones，1979）。另一个

有趣的例子则要求参与游戏的人估计观众中有多少人具备游戏中的相

关知识。当参赛者自己知道问题的正确答案时，他们会高估观众对问

题的了解，反之亦然（Mullen，1983）。

至此已经能够充分证明，人们倾向于从自己的角度推测他人，而

且很显然，锚定-调整的过程可以解释其中的大部分现象（更多的例子

参见Krueger，1998和Nickerson，1999）。但是，这种倾向会成为一

种适应不良的判断偏差吗？在缺乏其他信息的情况下，自我中心投射

的确是一个推断别人想法的不错的启发式。我们与其他人有着大量相

似的“身体构造”和相似的经历，所以回答“我认为是什么”、“我

想怎样”或者“我希望如何”等问题，是推断他人意图的最近似估计

和合理锚定。例如，考虑极端情况下，你不知道某人会喜欢哪首流行

歌曲，但你知道人们对最喜欢的流行歌曲总有一些共识。在这种情况

下，很明显，你自己的偏好将是推断哪首流行歌曲最受欢迎的有益线

索。即使实际情况中，它们的相关性小于1.00（例如，共识为70%，不

是100%），你自己的偏好将仍是一个有效的线索，只是并不完美而

已。

本书的一位作者指出了这一点，并且还认为，任何研究，若想证

实一个真正的“虚假共识效应”，就必须表明人们在一系列的判断任

务中过分看重自身判断从而违背了统计理性（Dawes，1989）。至少，

研究要表明，随机抽取的个体在决策时考虑自己的权重大于考虑他

人。（在这方面，Sherman，Presson，and Chassin[1984]是唯一一个

做了准确分析的研究者，他们得出结论，虚假的共识是不存在的，除

非情境中涉及对自我的威胁。）道斯仔细研究过Ross等人的研究数据

（1977），并指出被访者63%和23%的估计非常接近贝叶斯后验概率的



估计值（基于只有一人同意挂着“忏悔”牌子或者只有一人不同意的

样本）。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人们是否认为别人和自己会做出同样的决

策，或者认知过程是不是符合某一个锚定与调整的过程，关键在于，

这一做法并非不合理的，也不是不具有适应性。

4.4 “今”为“古”锚

锚定和调整也能严重影响我们的记忆。尽管这种记忆是一种“回

忆”实际发生过什么的内省过程，但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我们现有的

信念和感受为“锚”的。这一原理已经通过心理学实验和问卷调查等

方式得到了证实。毕竟，我们在回忆时所拥有的仅仅是我们现有的状

态。当然，这些现有的状态包括了我们过去经历的一些片段（记忆痕

迹）。但在很大程度上，由于我们现在的感知要比我们的记忆在意识

上显得更加真实，所以这些记忆痕迹事实上是存在偏差的。此外，将

这些过去经历的碎片组织成富有意义的模式时，更容易受到我们当前

信念和心境的影响，尤其是当我们特别沮丧或是兴高采烈的时候。

例如，Greg Markus（1986）研究了1973年和1982年时人们政治态

度的稳定性和变动性。具体来说，在一项调查中，他以其中1669名

1965年毕业的高中生作为被试，分别于1965年、1973年和1982年进行

了三次追踪调查，在每项调查中每个学生的父母至少有一人也参与调

查。占总数57%的父母（这些受访父母当中有64%现在仍然健在）和68%

的学生（其中70%仍然健在）接受了所有的三次调查。所有受访者均需

要就保障性就业、被告人权利、少数民族援助、大麻合法化以及男女

平等这五个问题用7分制量表（最后以口头报告方式）表明自己的态

度。此外，受访者还需要把自己的观点定性为自由派或保守派。对于

回顾性偏差分析来说，最重要的数据是Markus让受访者在1982年回忆

他们在1973年受访时是如何回答同样问题的。调查结果相当令人吃



惊。对于自由-保守的一般政治态度而言，受访者回忆自己在1973年的

政治态度，与事实上自己1973年的情况相比，更接近于自己在1982年

时的政治态度。受访者们认为，自己九年以前的态度与现在的态度是

非常接近的，他们回忆的接近程度远比事实上更接近。这种偏差是如

此强烈，以至于可以设定一个模型来预测受访者的回忆结果，这个模

型中受访者1982年的态度几乎占绝大部分权重，而其1973年的态度几

乎不占任何比例（学生总体上的自由相对于保守的评价例外）。此

外，受访者在1982年的态度与其回忆自己在1973年时的政治态度之间

的差异性，可以用文化变化中态度改变的刻板信念来解释；受访者会

认为他们在一般意义上会变得更加保守，但（同样在一般水平上）他

们却始终热衷男女平等。与一般文化态度改变方向相反的受访者往往

对这种变化毫无意识。最后，相比学生群体而言，父母群体的态度往

往被认为是更稳定的，这与年长者态度不易变化的看法一致。但在现

实中，父母群体的态度却比学生稍显更不稳定。

当然，态度有时候是模糊的和难以确定的。但在调查了高中生使

用烟草、酒精以及非法毒品的情况之后，Linda Collins和她的同事们

（Collins，Graham，Hansen，& Johnson，1985）发现在实际行为中

也存在着颇为相似的结果。他们分别在1年后和2.5年后进行了追踪调

查。在每一次调查中，受访学生（其中许多已经是在校大学生）都会

被问及他们在之前的调查中报告自己使用了多少（烟草、酒精以及非

法毒品）。（Collins和她的同事们与受访群体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因

此有理由相信学生们对研究者的保密承诺是坚信不疑的。）结果再一

次证明，受访学生忽略了过去与现在的变化，从而产生了严重的回顾

性偏差。例如，那些饮酒量在最近2.5年内不断增加的受访者，此时对

自己2.5年前酒精使用量的估计远高于他们2.5年前的报告。

因此，变化可以使我们对自己撒谎。这一点不仅仅局限于向不良

方向的改变。正如曾追踪研究个体成年生活的George Valliant（《适



应生活》一书的作者，1977）写道：“毛毛虫变成蝴蝶之后，习惯性

地认为它们在年幼时便已经是小蝴蝶。成熟让我们所有人变成了说谎

者。”

一般来讲，我们对认知过程领域的第一次探索主要讨论了一种最

普遍的判断习惯：从最凸显或最重要的信息入手，进而向你认为的

“真实”去调整。锚定调整启发式主要关注我们在注意资源有限的情

况下如何逐条加工信息。接下来，我们将讨论认知系统中的另外两个

基本特征：我们的记忆系统会以何种方式影响判断，以及相似性（一

种最基本的认知评估）在判断中有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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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启发式判断
我们认为自己与猿类的区别在于我们拥有思考的能力。但是我们不曾记得，这种能力

只类似于一岁孩童的行走能力。我们的确在思考，但是却思考得如此糟糕，以至于我时常感

觉，也许我们不去思考反而更好。

——伯特兰·罗素（1872~1970），

20世纪著名的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当代西方影响最大的学者，曾获

诺贝尔文学奖

5.1 超越已有的信息

我们人类拥有一种无与伦比的能力，可以推断隐藏物体或尚未发

生事件的特征。这种“超越感官信息”的能力是知觉过程的自然扩

展。有几种近乎自动化的基本认知能力可以支撑我们的这种判断才

能：判断客体或事件彼此间相似性；识别出经历过的情境或见过的

人；提取已辨识客体或情境的额外信息以及“洞察”事件之间因果联

系。这些认知过程的发生几乎不需要意识努力，它们被牢牢地“捆

绑”进我们的大脑，以至于在健康成年人的一生中都不会有太多的改

变（Kahneman，2003）。

本章，我们将用更多的信息加工模型来介绍心理过程，这些过程

通常将某些特殊线索联系起来，从而促使人们做出判断（第3章透镜模

型中公式右边所介绍的线索利用过程）。依据Amos Tversky和Daniel

Kahneman（1974）的见解，我们认为对潜在认知判断过程的一种较好

解释是，我们的长时记忆中贮存着一个装有“心理启发式”的认知工

具箱。用启发式来解决问题效率较高，但并不精确——也就是说，它

只对频率、概率和数量进行粗略的估计。“启发式”这个术语来自于



数学和计算机科学，这些学科区分了算法和启发式。算法

（algorithms，通常效率较低）指的是针对某类特殊问题的解决方

案；而启发式（heuristics）则指的是用一种更有效率的方法解决同

样问题，但通常会得到有偏结果。这些启发式程序通常以简单的心理

能力为基础，如我们的相似性原则、记忆以及因果判断过程。

上述认知工具是在人类毕生的经验中获得的。它们告诉我们应该

在环境中选择什么样的信息，以及如何整合不同来源的信息以推断出

无法直接知觉的事件特征。我们通过一次次的试错试验，通过家庭和

同伴的影响，以及通过有意的传授等途径习得这些认知工具。有些认

知工具是需要意识控制并且要经过深思熟虑的（例如，我们在学校里

学过的除法运算规则，或者决定是否在扑克牌游戏中下赌注的推理过

程），而另一些却是自动化的、内隐的（例如，我们在判断一个人是

否撒谎，或者决定菜里该放多少盐时所依赖的一些无意识习惯）。

每当我们碰到一个需要做出判断的情境时，我们就从认知工具箱

中挑一个合适的工具来帮助我们做出恰当的判断。对于很多日常判断

情境来说，我们通常使用启发式策略，因为它需要耗费的心理努力较

少，并且在绝大部分情况下能够得到较好的结果。正如Tversky和

Kahneman对认知启发式所做的经典描述那样：“总的来说，这些启发

式是非常有用的，只不过它们有时候会造成严重的系统性错误”

（p.1124）。

在本章，我们将关注两种主要的判断启发式，它们均依赖于我们

那与生俱来的记忆提取和相似性评估等基本能力。我们将列举一些实

例，说明何时何地会用到这些判断启发式，同时指出这些判断将会带

来何种系统性的评估偏差和预测偏差。从根本上而言，当要求我们对

难以估计的频率、数量或概率进行判断时，我们会将原来的评估方法



替换成一种更简易更自动化的评估方法（例如，依赖于记忆提取的简

易程度或者客体间的相似程度来进行估计）。

5.2 估计频率和概率

我们拥有与生俱来的估计频率的能力。当我们经历外部事件时，

知觉和记忆系统会自动记录这些事件发生的频率。当然，很多信息毫

无用处，例如，我们阅读过的文本中某个字母的出现频率、上班沿途

路过的快餐店的数量、上学期校园里放映过的电影数量，等等。但

是，有些信息却可能对生存至关重要，至少在某些原始环境中（这些

环境通常对人类的进化意义非凡），例如，注意到森林中不同地方的

可食植物的数量、水塘旁遭遇过的食肉动物的数量或竞争部落中敌人

的数量等都将是非常必要的。

对于基于记忆做出的频率估计，我们能够构建一个将客观数量对

应于主观数量的心理物理函数。在客观频率较低的一端，主观频率倾

向于高估。随着被评估事件客观频率的增加，主观估计误差则朝着低

估方向发展。（这种先高估再低估的模式叫做回归，类似于统计回归

曲线。）图5.1显示的是人们根据记忆对各种致命事件（如心脏病、车

祸、自杀等等）发生频率的估计结果。在数以百计的评估情境中都能

观察到类似的心理物理曲线，这证明我们具有某些普遍存在的频率估

计习惯。

当对事件进行即时评估而非通过记忆提取的时候，心理物理评估

曲线会与上面的有所不同。在即时条件下，小数量的客观频率（1~5

个/次事件）能够被准确估计。事实上，早期的经验论哲学家们曾做过

一些关于短时记忆的研究，在实验中他们将一把鹅卵石撒到桌子上，

然后迅速盖住，要求参加实验的人估计鹅卵石的数量。当不超过5个



时，人们能够精确地估计，因此“5”也被称为“理解范围”。然而，

当要求人们估计的项目数量超过10个时，低估倾向开始出现，正如以

记忆为基础的函数那样。所以，当项目数超过7个时（“7”被认为是

短时的、有意识的工作记忆的容量），人们就会用一种更审慎的评估

策略来进行频率判断。

图5.1　致命事件的频率估计曲线（备注：为使关系更加明显，图中的坐标轴进行过

对数化处理，但是其中高估低频率事件和低估高频率事件的基本模式仍然清晰可

见。）

5.3 记忆可得性

我们做出的许多判断都是以记忆为基础的，即在做判断时虽然手

头上没有必要的信息作为依据，但是我们可以利用过去习得并存储于

长时记忆中的相关信息。这种简单的联想思维被称为可得性启发式

（availability heuristic），我们依赖于简便的检索提取来应对名

目繁多的判断任务。



有时我们做出的判断全部取决于在头脑中提取信息的便捷程度

（或流畅程度）。比如我们正在计划一次航空旅行，这时飞机撞击世

贸大楼的惨象很快闯进了我们的脑海，于是我们就改变想法了。2001

年“9·11”恐怖袭击后的第一个月内旅客乘坐飞机的数量下降了20%

（Gigerenzer，2006）。此外，当没有其他信息可用时，人们甚至依

赖于简单的可识别性来估计数量（里诺、内华达、埃森和德国哪个地

区人口最多？）和价值（可口可乐和伯克希尔-哈撒韦，这两支股票哪

支投资收益更好？）。当我们使用更多的意识努力从记忆中提取数据

来帮助判断时，我们也会依赖于提取的流畅程度。Norbert Schwarz和

同事们曾经要求大学生对他们自身的果断性（或犹疑性）进行评估

（Schwarz et al.，1991）。但是在评估之前他们需要回忆出能够表

现果断性的事例。一半的被试需要回忆起6个事例，这是相对容易（流

畅）的任务；另一半被试需要回忆起12个事例，这是相对困难（不流

畅）的任务。结果发现，提取的流畅性是一个中介因素：自我评估的

结果与提取任务的流畅性水平是相对应的，回忆事例的数量与自我评

估呈现负相关。这种效应在判断心脏疾病的危险性和推断消费者的个

人偏好任务中也得到了证实（流畅性也是判断喜好的一个基础；

Schwarz，2004）。

有时我们会依赖于即刻闯入脑海中的事例的数量进行判断。离婚

率在增长吗？当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时，几个熟人离婚的例子瞬间闪

入意识，然后我们做出了离婚率很高而且在一直增长这样的判断。当

我们回答自杀和谋杀哪个对大学生更具有威胁这一问题时，更多的缘

于谋杀的死亡事例闯入我们的脑海，所以，我们支持在校园警力上而

不是在自杀求助热线上增加投资。

可得性启发式的过程可以被分解成几个子过程或子程序（见图

5.2）：（1）在长时记忆中获取或存储相关信息；（2）保持存储信

息，同时伴随一些遗忘；（3）情境再认，包含与决策相关的信息；



（4）探测记忆或提供记忆线索以找到相关信息；（5）提取或激活与

记忆探测相匹配的项目； （6）评估提取的便捷性（可能基于回忆的

数量、速度或信息的主观生动性）；（7）基于感知到的提取便捷性来

估计频率和概率。

在可得性启发式过程中存在着几个关键点，如果这些地方出现偏

差，则会影响到最后的判断结果。首先，存储于长时记忆中的事件样

本（被记住的信息）可能出现偏差，正如上面有关自杀和谋杀的例

子；其次，作为提取基石的记忆线索可能出现偏差，这样一来，即使

总体是有代表性的，也会生成有偏的样本。最后，记忆中的事件可能

具有不同的凸显性或生动性，以至于某些更凸显的事件主导着提取便

捷性。这些因素单独或共同存在，都有可能会使以记忆为基础的判断

结果产生系统性偏差。



图5.2 可得性启发式判断的流程图；箭头代表子阶段在总过程中的顺序

5.4 记忆中的有偏样本

统计数据表明，死于自杀的人比死于谋杀的人要多，而且，由于

人们倾向于把无法确定的案例看成“意外死亡”，因此自杀和谋杀的



实际比率很可能被低估了。单人驾驶时出现的车祸事故中有多少人实

际上是死于自杀呢？这些事故中有很多通常被认为是由酒精导致的，

即使那些司机可能是为了自杀而喝酒壮胆。然而，大部分人认为谋杀

更常见。为什么呢？最简单的解释就是谋杀得到公众更多的关注。无

名小卒的自杀案件很少见诸于报端，但是无论受害者的身份如何，对

谋杀案的报道却比较常见。这一解释已经在Barbara和Paul Slovic的

研究中得到验证（见图5.1），研究发现人们对各种死因的估计与它们

被报道的频率有正相关，并且这种关系独立于实际的发生频率。所

以，由飞机事故、鲨鱼袭击、龙卷风、恐怖袭击引起的以及其他得到

媒体大量报道的死亡被高估了，而诸如中风、胃癌、家务事故和铅涂

料中毒之类的死亡则被低估了。通过体验而获得的信息（存储于记忆

中以便于判断之用）在其获得之初就产生了偏差。

犯罪事件中由精神病患者引发的比例占多少？由非裔美国人引发

的呢？每当一个有过精神病史的人犯下罪行时，特别是暴力罪行，此

人曾经进过精神病院的历史就会被新闻提及。但是，新闻从不会报道

某犯人没有进过精神病院，“从来没进过精神病院的史密斯被指控犯

罪……”，类似的报道是绝不可能出现的。针对媒体报道的系统研究

显示，少数族裔的罪犯受到过度的新闻报道，尤其是暴力犯罪者

（Franklin Gilliam，Shanto Iyengar和他们的同事将此描述为“当

地新闻眼中暴力恐怖的世界”）。Wendi Walsh、Mahzarin Banaji和

Tony Greenwald（引自Park和Banaji，2000）的实验证明了这种记忆

偏差的存在。他们请大学生在一份名单中圈出他们所知道的罪犯的名

字，而实际上名单里的名字没有一个是真正的罪犯。但是结果却发

现 ， 大 学 生 们 “ 记 得 ” 的 非 裔 美 国 人 的 名 字 （ 如 “Tyrone

Washington”等）几乎是其它族裔人名（如“Adam McCarthy”、

“Wayne Chan”等）的两倍。即使研究人员提醒实验参与者“种族主

义者认出的黑人名字要多于白人名字；请不要利用名字的种族性来做

出判断”，这种记忆偏差仍然存在。



社会学家Barry Glassner（1999）记录过很多偏差，这些偏差源

自于那些“流血事件必上头条”的新闻报道，也有的是被特殊利益集

团所引导，从而控制了公众对犯罪、疾病及其他危害的恐惧情绪。50

个州7年时间里公路暴躁症案例上升了大约700起，这是否意味着公路

暴躁症成为“流行病”？孩子的日托管理正在（或曾经）经历一场撒

旦崇拜的危机，这可信吗？1994年，某研究团队在美国政府的资助下

历时4年花费750 000美元，得到的结论是，有关日托中心撒旦阴谋的

神话完全是子虚乌有（Goodman，Qin，Bottoms & Shaver，1994；

Nathan & Snedeker，1995）。携带自动武器的高中生真的是青少年安

全问题的首要关注对象吗？（1999年，大约2 000名学龄孩子被谋杀；

只有26人死于学校，其中的14人死于科罗拉多州利托顿哥伦比亚高中

的一场悲惨事故。）人类学家Douglas（Douglas & Wildavsky，

1982）指出，每一种文化都有很多被夸大的恐惧，其中有许多是被特

殊利益团体所强化的，或者是用来捍卫其意识形态的。例如，欧洲的

“不洁之水”在14世纪就已经是一个危害了，但仅仅是在犹太人被指

控在井中投毒之后，居民们才开始把它当成一个重要问题来对待

（p.7）。

但是，最初的新闻报道并非总是动机不良的。我们都倾向于把反

常的特征（不常发生的）进行编码和表述，比如住过精神病院的人比

没住过的要少、在美国黑人比白人要少、左利手的人比右利手的人要

少。结果就导致这些独特的特征在整个人群中的频率被高估。绝大部

分接受福利救济的人并不是“福利女王”（滥用福利制度的人），但

是这却导致公众把更多的注意转向那些是“福利女王”的人，从而进

一步导致对“福利女王”人数的高估。

进行概括化时，只发生一次的事件是非常不可靠的证据，特别是

当该事件并不典型时。然而，这样的概括化却经常发生。而且事件越

凸显，发生的可能性越大。例如，一个非犹太人认为自己被一个或两



个犹太商人欺骗了，那么她很容易将这种消极评价概括到整个犹太民

族：

一个年轻女士跟我说：“与毛皮商打交道时我经历了最可怕的事情；他们抢劫我，烧

掉了我托他们照管的毛皮。他们全部是犹太人。”但是，为什么她选择去仇恨犹太人而不是

毛皮商呢？（Sartre，1948，pp.11-12）

Richard Nisbett和Lee Ross（1980）指出，理性的演绎逻辑是一

个具体化的过程，即从一般到特殊（“所有的人都难免一死，因此罗

宾·道斯难免一死”）；而与之相比，归纳逻辑是一个概括化的过

程，即从特殊到一般（“这个犹太商人是不诚实的，因此所有的犹太

商人都是不诚实的”）。相对而言，归纳逻辑的可信度会下降。但是

我们的所作所为正好与它们的可信度相反：过分归纳而演绎不足。

5.5 记忆抽样偏差

显然，如果存储在记忆中的信息样本有偏差（也许因为主流媒体

的过滤作用），那么随后以此为基础的判断也将出现偏差。不过记忆

过程的其他方面也能引起同样的系统偏差。

有多少6个字母的英文单词以如下形式构成？

_ _ _ _ n _？不多吧？

有多少6个字母的单词以如下形式构成？

_ _ _ ing？更多吗？

当Tversky和Kahneman（1974）要求人们做上述预测时，人们认为

以-ing结尾的6个字母的单词比第5个位置上是n的6个字母的单词更

多。（第5个位置上是n的6字母单词当然比以-ing结尾的6个字母的单

词多。逻辑上也是如此，因为所有以-ing结尾的6个字母的单词的第5

个位置上必然是n，而除了以-ing结尾的6个字母的单词之外还有其他



形式的单词第5个位置上是n——比如，absent。）当然，想起以-ing

结尾的6个字母的单词要容易得多——比如，ending；查阅字母表时也

更容易找到它们：aiming，boring，caring，等等。但是想起第5个位

置上是n的6个字母的单词就要难得多（除非-ing突然进入脑海）。我

们甚至可以从直觉上评估出生成这两种不同形式的6字母单词的困难程

度。

人们相信，自己在超市结账时特别容易排到行进缓慢的结账队伍

中，自己没带雨伞时更有可能下雨，运动员在被体育解说员赞赏之后

就犯错误是因为解说员的乌鸦嘴。为什么呢？鉴于这些事件之间并没

有逻辑联系，如此这般的迷信信念只能是建立在对经验的总结之上。

但是那些总结只是被记住的经验，并且在结账队伍里躁动不安、被淋

成落汤鸡、走霉运的经历以及其它巧合事件在记忆里特别容易提取；

我们认为其它记忆也是存在的，只是不易被记起。事实上，人们普遍

信仰包括透视力在内的灵力，这也是由可提取性不同以及各种巧合记

忆的偏差造成的。例如，某天突然想起多年未见的某个人，恰巧那天

接到了他的电话。诺贝尔获奖者Luis Alvarez（1965）针对这种个人

经历进行了一项分析，结果显示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不可避免地要碰

到一些巧合事件。虽然巧合事件在一个人的经历中是少见的，但是我

们必须记住，它们在一大群人的经历中是普遍存在的（Diaconis &

Mosteller，1989）。

Robert Reyes、William Thompson和Gordon Bower（1980）通过

实验证明了提取可得性偏差如何影响司法裁决。他们在一个酒后驾驶

的案例中操纵了材料的呈现方式，使起诉方的证据或者辩护方的证据

看起来更生动或更容易记住。该案例的裁决取决于被告撞向垃圾车时

是否喝醉酒。辩护方的免罪证据——因为垃圾车被涂成灰色所以很难

看到——用两种版本呈现，一种是描述贫乏、容易遗忘的版本（“垃

圾车司机在盘问中供认他的车由于涂成灰色所以在晚上很难看



到。”），另一种是描述生动、容易记忆的版本（“垃圾车司机供认

他的车由于涂成灰色所以在晚上很难看到。他说车之所以涂成灰色是

因为‘它是一辆装垃圾的车，灰色能藏住污垢。你想怎么样？难道我

应该涂成粉红色？’”）。起诉方的定罪证据也进行了同样的操纵

——描述贫乏的版本（“被告离开聚会往门口走时步履蹒跚地撞向一

张餐桌，把一个碗撞到了地上。”），或者描述生动容易记忆的版本

（“被告离开聚会往门口走时步履蹒跚地撞向一张餐桌，把一个盛有

绿色鳄梨酱汁的碗撞到了地上，四散的鳄梨酱溅泼在昂贵的白色粗毛

地毯上。”）。案件中使用生动证据来进行描述的一方可以靠愚弄陪

审员而在裁决中占尽优势；当在听取证词48小时后才进行裁决时，产

生了更加显著的生动性效应，因为此时记忆的优势会更重要。

律师们使用示意证据给陪审员留下深刻印象正是利用了可得性偏

差。律师马尔文·贝利曾受理一起个人伤害案件，审判过程中他始终

将一个用包肉纸裹着的、形状极似当事人截肢的包裹放在身前的桌子

上，并使它处于陪审团的视野范围内。他能想出这种办法，也难怪会

赢得创纪录的奖项了。

事件激发的情绪对记忆有长远的影响，进而也会影响到根据记忆

所做出的判断：当我们处于一种特定的情绪状态时，会倾向于记住与

情绪状态主题一致的事件。Eric Johnson和Amos Tversky（1983）的

一项实验室实验证明了情绪对风险决策能够产生影响。他们要求实验

参与者评价风险和事故的等级（同图5.1中的相似）。一些实验参与者

在休息室等候的时候会听到背景广播里的新闻报道，以引发他们的焦

虑或者忧虑情绪（报道事件为一个与实验参与者情况相似的人的死

亡）。结果发现，与那些听到高兴或中性新闻的参与者相比，引发负

性情绪的参与者给出了更高等级的风险评估。



William Wright和Gordon Bower（1992）使用更加强烈的情绪操

纵手法重复并拓展了上述实验。他们使用催眠手段将实验参与者置于

一种高兴、中性或悲伤的情绪中。由此表现出来的情绪一致性效应更

加明显，即参与者认为与其情绪一致性的事件非常可能发生，而与其

情绪不一致的事件不可能发生（图5.3）。所以，通过催眠产生高兴情

绪的参与者认为“幸事”（如世界和平，治愈癌症疗法的新发现）的

发生概率高，“灾难”（如在车祸中受伤，大规模核电站事故）的发

生概率低。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原则很简单，我们经历过某类现象（人、

物或事件）后，再想起时，往往更容易记住那些具有显著特征的。进

而，如果让我们估计某群体里具有显著特征的个体比例，那么我们倾

向于高估它。当我们仔细计算了（比如用机械计量器）类似群体中具

有该特征的成员数目时，会发现我们的估计远远超过了它。记忆的选

择性提取能够引发较大的估计误差，造成对重大社会问题的错误理

解，最终导致严重的决策偏差（诸如投票人群、陪审员和政策制定者

所做出的决策）。



图5.3　　情绪操纵对概率估计的效应（基于Wright和Bower的实验结果，1992）

5.6 想象可得性

对孩子来说，以下两个事件哪个更具威胁性：在家里藏一支枪还

是建一个游泳池？即使你无法想起任何一个先例，也总是很容易就想

象到孩子在家里翻出枪然后伤害到自己的画面，而不可能第一直觉是

一具漂浮在游泳池里的尸体。或者请想象一个由10人组成的小组，然

后凭直觉估计从小组中选出2人组成一组，会有多少种组合方法？之后

再估计选出8人组成一组，有多少种组合。人们通常对前者的估计大于

后者，因为人们会认为从10人组中选出2个人成组比选出8个人成组要

简单得多，而且做出这种估计并不需要在心里罗列出所有的组合，仅

凭直觉我们就已经形成这一印象，人们会感觉两两成对要比8人成组更

容易实现。



实际上，8人成组的数目与2人成组的数目完全相同，纯逻辑运算

可以证实这样的结果。每一次从10人组中选出2个人成组，都会留下另

外8个人形成另一个组。所以2人组与8人组是一一对应的关系；甚至无

须任何公式即可推出它们数目相等的结论。很明显，“想象”在判断

可能性时存在着缺陷。

在上述事例中，想象的可得性影响到我们对频率的估计。如同直

接体验或间接体验的可得性一样，“想象”的问题在于其可得性也受

到实际频率之外的因素影响。某些类型的思考明显比其他类型的简

单，某些想法也比其他的想法更容易闯入脑海。而且这种区别不完全

依赖于过去的经验。（试问有多少人过去体验过分2人组或8人组的问

题？）想象的便利性使我们的频率估计产生偏差，进而影响以这些频

率为基础的概率判断。

5.7 从可得性到概率和因果关系

人们在评估集合（集合中各元素彼此独立、互补，且穷尽了所有

元素）中每个元素发生的频率或概率时，往往出现一种可得性效应，

这个概念在理论上很重要。Tversky和Kahneman以及他们的同事Donald

Redelmeier和Varda Liberman请52名医生根据下面的描述估计住院病

人出现不同结果的概率：

● 住院治疗期间死亡

● 活着出院，但是一年内死亡

● 活了1~10年

● 活了10年以上



因为这四种情况穷尽了所有可能的结果，所以它们的概率之和应

该为1。而这些事件被单独评估时（每个医生只评估其中的一种）其概

率之和为1.64，如果医生们果真遵循概率论的法则使相互穷尽的事件

集合的总概率为1的话，那么1.64显然太高了。医生们的这种行为与棒

球运动员尤吉·贝拉（因总是说错话而出名）一样，后者曾经对记者

说：“如果我们有50%的机会再次赢得美国联盟的冠军，那么也不该忘

记仍有75%的可能输掉比赛。”Tversky和同事们将这种概率的次可加

性（subadditivity）解释为医生只是凭借自己的想象评估每个事件的

发生概率。互补性子事件的描述为每一种特定结果提供了有效线索。

例如，“死于住院治疗期间”的描述使医生想到一些“死在医院中”

的具体生动的例子（手术并发症、麻醉事故、术后感染等等），而其

暗含的反向结果（“住院治疗期间未死亡”）却没有给想象提供有效

的线索或联系。Tversky和他的学生Derek Koehler（1994）在其他领

域也发现频率估计的次可加性模式，如汽车故障修理、天气预报、体

育结果预测等等。

本书的作者之一（道斯）对个人事件判断中存在次可加性很感兴

趣，这源于他曾经收到的一份报告“外星人绑架所带来的创伤后应激

是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报告还声称至少2%的美国人受到该问题的

困扰（暗示在国家有关政策中该问题应排在“无家可归”之前）。这

份报告的作者（Hopkins & Jacobs，1992）用近期Roper Poll民意测

验中一道题目的肯定作答率来支持以上结论，该题目是：“你是否有

过下述情形：醒来后浑身发麻，感觉屋子里有陌生人或别的什么东

西？”

道斯和同事Matthew Mulford（Mulford & Dawes，1999）对

Hopkins和Jacobs的荒谬结论进行了后续研究。他们请一组参与者回答

同样的问题，令人吃惊的是，被问及这种古怪体验时40%的人回答至少

发生过一次。另外的对照组参与者（随机分配）需要回答的问题只是



“醒来后浑身发麻”（没有被问及“陌生人存在的感觉”），而这一

次，只有14%的人做出了肯定回答。显然，提及“陌生人或别的什么东

西”的详细描述使人“回忆起那些原本可能从大脑中溜走的事例”

（引自Tversky和Koehler[1994]对潜意识过程的描述）。

另外，Michael Ross和他的学生Fiore Sicoley（1979）也研究了

判断的次可加性。他们请“团队”里的成员估计自己为团队付出的贡

献。配偶、师徒和篮球运动员都高估了他们的个人贡献：每一个组合

中个人贡献之和都远远超过最大值100%。最有趣的是在两类自我夸大

上——积极贡献以及消极贡献（“引发争吵”，“分析数据时犯

错”，“犯规”）这种高估均会发生。这种高估现象的潜在认知过程

可能存在于记忆提取和生成想象之中，其中记忆提取无疑是解释之

一：后续研究显示次可加性评估与受试者回忆具体贡献的能力高度相

关，这暗示记忆可得性也是该认知过程的一部分。

Tversky和Koehler（1994）认为将整体事件（如汽车无法发动、

病人死亡、经济衰退等）的各种子成分分开再描述是对整体事件的

“解压缩”（也见Rottenstreich & Tversky，1997）。大部分研究发

现，次可加性描述的是整体事件与其分离解压后子成分之间的关系

（“汽车无法发动”与“没油了，没电了，打不着火了等”）。不

过，也有超可加性（superadditivity）的例子存在，即在概率估计上

整体要大于部分之和。这似乎也是由潜在的可得性加工过程的本质导

致的：当解压后的成分难以考虑、想象和回忆时，它们被判断为不可

能发生，从而使整体-部分的关系发生逆转，整体事件发生的概率比其

各部分发生的概率之和要高。Laura Macchi、Daniel Osherson和

David Krantz为概率估计中的超可加性提供了解释，即“反向提取困

难效应”。在他们的研究中，要求大学生判断难解的科学问题和百科

知识方面的问题（汽油的熔点比酒精高吗？泰国的人口出生率比缅甸

低吗？）。结果发现，解压后子成分的概率之和小于1。



次可加性、超可加性的发现以及其他针对提取流畅性的精巧论

证，都证实了可得性在潜在认知过程中的显著作用。这一发现最重要

的现实意义是，帮助我们理解公民（与他们的政治领导人）在制定公

共资源的分配方案时应该如何思考和决策。被孤立的高中生、不诚实

的福利受惠者、有恋童癖的牧师、有缺陷的航线、激进的恐怖主义分

子以及许多其他的范例，所有这些因素在公众想象里的认知可得性会

对我们如何分配税收和如何制定相关法律产生重大的影响（见John

Kingdon的经典之作——《议案、备择及公共政策》（1984），关于政

治议案的开拓性研究）。

5.8 基于相似性的判断：老一套

第二个利用启发式判断数量、频率和概率的基本认知过程是相似

性。有许多判断任务涉及将某客体或某事件归类到合适的范畴中。比

如说，当我们想知道持续两周的咽喉痛究竟只是轻微感冒、过敏症

状，还是严重的脓毒性咽喉炎时；当我们在餐馆的菜单上找哪些菜低

盐低脂时；当我们想知道新同事是行为主义者、运动狂、忧郁者还是

面目一新的天主教徒时。

请思考下面的社会成员分类判断任务：

佩内罗珀是一个大学生，朋友们形容她稍微有些不切实际、情绪化和敏感化。她游遍

了整个欧洲，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和意大利语。她目前还不确定毕业后的职业发展方向，但

是却已经证明过自己高水平的才能，并且多次获得书法比赛的奖项。她在男朋友过生日时写

了首十四行诗作为礼物。你认为佩内罗珀的主修专业是什么？

● 心理学

● 艺术史

大部分人按照我们的诱导，相当肯定地认为佩内罗珀是一个艺术

史学生。她似乎恰好符合我们概念中艺术史学生的特点。但是现在请



思考下面的问题：假设你在一所大学的学生名单中随机挑选一个名字

并查看其主修专业，那么上面问题中所涉及的两个专业哪个更流行？

哪个不太流行？你随机选出来的学生主修心理专业的概率有多大？而

主修艺术史专业的概率又有多大？（最近一项统计数据显示，在一所

人数接近18 000的公立大学中，大约2 300名学生主修心理学而仅有15

名主修艺术史；心理学专业在大学本科生中的基准概率约为0.13，即

随机挑选一个学生其主修心理专业的概率为13%，而艺术史专业的基准

概率是0.0008，两者比率为150比1！[若仅限于女性的话，该比率为

140比1]）。许多人在明确了这些问题之后改变了最初的选择。他们意

识到无论“人格描写”如何，那个人是（从18 000个人中挑出的）15

个艺术史学生之一的概率总是非常低的。而且，一些受试者为他们最

初的回答感到非常难堪。个别人甚至恼怒自己被一则听起来非常符合

主修“极端人文”专业的描述给“骗”了——他们意识到自己不能仅

凭简单的信息和艺术史学生非常小的基准概率就做出如此判断。

这个例子说明在分类判断任务中存在一种普遍倾向，即依据我们

对类别的概念与待归类客体、情境或事件印象的相似性来做出判断。

与基于可得性的判断一样，相似性自动地发生在判断过程并自发地主

导判断任务。依赖相似性判断的主要行为特征是人们在情境中没有抓

住重要的统计或逻辑结构，并且忽略了一些相关信息（例如，背景、

基准概率，如佩内罗珀问题中大学各专业的总人数）。

佩内罗珀问题直观地证明我们在判断时忽略了情境中的关键要

素。让我们再看一个错误更明显的例子。Tversky和Kahneman（1974）

要求被试依据简短的人格描述来判断一些人从事某类职业的概率。比

如，某人被描述成“不善社交，厌烦政治，在业余时间喜欢到他的船

上做点事”，听起来像一个工程师。此外，被试被明确告知了基准概

率数据：此人要么是工程师要么是律师，他是从一个大多数人（70%）

是工程师或大多数人（70%）是律师的群体中随机挑选出来的。实验结



果表明，人格描述的信息以绝对优势压倒了基准概率信息。无论这个

人是来自于70%工程师的群体还是70%律师的群体，对其从事某类职业

的概率判断总是相同的。即使是平淡的无任何有效信息的人格描述

（“有一个老婆和两个孩子，事业上有成功的潜力，深受周围朋友的

喜爱”），也被判断成50%的可能性是律师或工程师，完全忽视了基准

概率的作用。只有当完全没有描述信息时，被试才能正确地判断来自

70%工程师30%律师群体的人有0.70的可能是工程师（或者来自30%工程

师70%律师群体的人有0.30的可能是工程师）。

很明显，人们完全依赖于自己对职业类别的刻板印象与对某人背

景只言片语的描述来做出判断。当同一组被试评估职业类别与背景描

述的“相似性”时，他们的估计与之前的概率判断毫无差异——相似

性-概率之间的相关高达0.95。即使人们意识到所使用的描述性信息是

不可靠的、不完整的、非预测性时，这种对相似性的过度依赖依然存

在。

人们在基于相似性做判断时不仅仅只忽略基准概率信息。请思考

另外一个例子，Tversky和Kahneman（1983）请大学生做如下任务：

琳达，31岁，单身，说话率直，性格开朗，主修哲学专业。学生时代关注歧视和社会

公平问题，参加过反核武器示威活动。请按照概率高低（从高到低）排列以下项目：

●　琳达是小学老师。

●　琳达在书店工作，上瑜伽课。

●　琳达积极参加女权运动。

●　琳达是从事精神病治疗的社会工作者。

●　琳达是妇女选举委员会成员。

●　琳达是一位银行出纳员。

●　琳达是一位保险推销员。

●　琳达是一位积极参加女权运动的银行出纳员。



86%的大学生认为，“琳达是一位银行出纳员并积极参加女权运

动”的概率比“琳达是一位银行出纳员”高。理由呢？基于琳达的信

息，我们很容易想象出她是一名女权主义的银行出纳员，而很难想象

她仅是一名普通的银行出纳员，尽管对她的描述中并没有直接提到女

权主义。甚至当银行出纳员的项目被改成“琳达是一位银行出纳员，

她可能积极参与女权主义运动，也可能不”时，另外75名被试中仍有

57%的学生认为“琳达是一位积极参加女权运动的银行出纳员”的概率

更高。

这个例子中的逻辑错误是忽视了“银行出纳员”和“女权主义银

行出纳员”之间的从属关系。女权主义银行出纳员是银行出纳员的一

个子集，但是肯定还有其他类型的银行出纳员：“传统女性角色”的

银行出纳员、信奉基督的银行出纳员、无政府主义的银行出纳员等

等。这些子集之间的关系也许并不明朗，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若定

义所有的人都是银行出纳员而且必定存在一些不是女权主义的银行出

纳员。所以，怎么可能“琳达是一位女权主义的银行出纳员”比“琳

达是一位银行出纳员”的概率更大呢？很明显后者的外延更广甚至包

含前者。因此，这样的回答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但是人们（比如我

们）判断女权主义银行出纳员比单纯的银行出纳员概率更大，主要是

因为他们“忽视”了判断任务中的逻辑结构，并且过度依赖于描述，

依赖于我们关于社会分类刻板印象之间的相似性（相似性-概率相关再

一次高达0.95）。

多数人都熟悉韦恩图（19世纪的数学家和逻辑学家约翰·韦恩发

明创造的，他还在“The Logic of Chance”上发表过论文，韦恩图用

交叉的圆圈来代表不同分类的关系）。每个圆覆盖的区域代表某结果

属于该集合的概率，各圆重叠的部分代表某结果属于对应的复合事件

的概率。琳达问题的韦恩图明确表明，她是一位女权主义银行出纳员



的概率不可能比她是银行出纳员（包括各种类型）的概率高（见图

5.4）。

Tversky和Kahneman（1974）将这种错误叫做错觉，因为它像许多

常见的视错觉一样，即使我们理智上承认它是错误的，但却仍然坚持

己见。Steven Pinker（1997）曾说，一名学生在面对一系列这样的错

觉时“为人类感到羞愧”（p.344）。进化生物学家Stephen

J.Gould（1991）表达了我们大多数人都体验到的直觉冲突：“我知道

出现在交集处的可能性极小，但是我脑子里一直有个小人在上蹿下跳

地大喊大叫——‘仔细阅读那段描述，她不可能只是一位银行出纳

员’” （p.469）。他总结说：“我们的思维不是按照概率法则运作

的（不管什么理由）。”我们的思维似乎是按照基本的相似感觉运作

的，实验被试对相似性的评估与对概率的评估（将被描述的人归类到

某刻板类别中的概率）之间完美的相关证明了这一点。

图5.4　用韦恩图表示琳达问题中隐含的基本逻辑关系

5.9 代表性思维



上述实例主要证明：（1）分类判断任务通常以判断对象的特征与

原型的代表性或相似性程度为基础；（2）代表性并没有反映实际的变

化；（3）估计的概率或者判断的信心与相似性有关而不一定与判断情

境的深层结构有关。在佩内罗珀问题和律师-工程师问题中，人们似乎

忘记了专业或职业的基准概率背景；在琳达问题中，人们忽略了银行

出纳员和女权主义的银行出纳员两个集合间的逻辑关系。图5.5对基于

相似性的启发式判断过程进行了总结。

我们发现早期研究非常确信人们在多数概率判断任务中依赖于

（甚至过度依赖）相似性，这也许是因为我们在解决原始问题时的自

我反思过程与代表性-相似性的解释模型完全一致。一个更富争议性的

话题是这些判断中表现出来的非理性。Tversky和Kahneman（1974）将

教科书中的概率问题具体化并设计成实验中的两难困境。被试对这些

问题的回答通常是错误的。但是对类似问题的行为反应却并不完全呈

现出跨研究的一致性，错误也并不总是如上述例子那样极端，即使被

试给出明显错误的答案也是有理有据的（Birnbaum，1983；Koehler，

1996）。因此，我们的重点将转到另一个话题，即这些结果是否证明

人们是非理性的，从而导致了第8章中将会提到的各种适应不良的日常

判断。

当代心理学家假设，诸如银行出纳员、女权主义者、微型计算机

和臭鼬等各种事物分类的概念在我们头脑中是以属性列表的方式被表

征的，我们认为这些属性正是对这些实体的定义和表征。这种概念表

征方式非常有用，但也有些虚构化和简单化。所以，如果我们问某个

人“鸟”所代表的意思，通常会得到一系列与“鸟”这个标签相关的

特征。如果某物是鸟的话，它就应该会飞、有羽毛、下蛋、吃虫子等

等；如果某人是“艺术史学生”的话，就应该包含敏感、情绪化、富

有文化底蕴、女性、文雅等特征。我们在思考大部分日常概念时往往

考虑的是关联性、典型性和相关性属性，而不仅仅是分类的本质定



义。我们还经常用一些明知不适用所有成员的特性来代表分类（如鸟

能“飞”，艺术史学生“富于文化底蕴”）。此外，当我们试图回答

“它是什么意思？”时，会借用进入思维的某些成员的特征来考虑某

个类别的概念。所以，记忆可得性即使在类别概念表征中也有一定影

响。

图5.5　代表性启发式的判断流程图



我们讨论分类这一命题时需要用到的最后一个认知理论是相似性

判断过程的模型。其中最通行的模型是对比模型，它假设我们在评估

某两个或多个实体的相似性时会将它们的属性一一对照（非常快）。

该过程的一种有效模型假设我们对相似性的总体印象来自于两实体

“匹配”属性数目和“不匹配”属性数目的快速对照表。此模型能够

给匹配组和不匹配组赋予权重，以反映我们经验和信念中各属性的重

要程度。因此，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我们在森林里看到一种生物，它

不会飞，并且它体表覆盖皮毛，这两个特征对于我们判断它是“鸟

类”的影响力是不同的，后者要强一点。在佩内罗珀的判断情境中，

描述的属性与我们刻板印象中艺术史的属性（我们读到此类别的名称

时从记忆中提取出来）有太多的“良好匹配”，以至于我们的反应是

“艺术史”。在琳达的问题里，对琳达的刻画与由类别标签激活的表

征（刻板印象）之间的良好匹配也是女权主义（银行出纳员）多于单

纯的银行出纳员。

在许多例子中，一旦某客体被划归为某一类，那么一种基于联想

的认知随之被激活。就拿臭鼬来说，这种联想性的认知提供了快速有

用的信息：躲开它。但是有时我们基于类别的联想在道德上是令人困

扰的，或者直接是非理性的。对后者的研究主要涉及社会刻板印象；

我们的“心理资料库”里存储着关于艺术史学生、银行出纳员和瑜伽

老师的相对中性的刻板印象，但是也包括一些针对重要社会群体的相

对负性的刻板印象。也许最麻烦的就是，这些种族、性别和宗教的刻

板印象能自动激活我们的情绪反应，进而影响到针对该类别中具体成

员的行为表现。一旦我们将某人归入引起负性联想的范畴中，那么我

们会情不自禁地用消极的行为对待他。虽然这不属于本书的讨论范

围，但是社会心理学关于刻板反应的研究已经表明，当社会类别被激

活或者直接适用到人身上时，我们会做出许多不受控制的演绎或类比

推论（Kunda，1999；Wittenbrink & Schwarz，2007）。刻板信念的



无意识效应中可能包括反弹效应，即刻板反应在有意削减之后，会在

随后的社会交往中发生反弹。

下面描述了大学入学审查委员会的决策过程，为自发的、但是逻

辑上可疑的类别联想提供了一个范例。

[布朗大学]入学审查委员会浏览了来自西南部的一所小型农村高中的申请表，旨在寻

找被称为“优雅小镇中的孩子”的优秀申请人。埃米在班里名列前茅，英文中等500分，数学

和科学上等600分。她家庭贫困，白种人，外地人。她若被录取，将使布朗大学学生的生源地

分布更广泛，家庭经济水平更加多样化，可避免使该校成为新英格兰州的研究生预科学校。

因此，来自纽约州的申请只有20%会被接收，但是来自七区——俄克拉荷马、德克萨斯、阿肯

色州和路易斯安那等州的申请却有40%会被接收。埃米所在的高中对她赞赏有加，她想学习工

程学。布朗大学需要学习工程学的学生。但不幸的是，埃米把工程学这个单词拼写错了。语

言学教授吉米·雷恩说：“阅读障碍”。争论过后，委员会把她的申请放在了待批行列。

基于代表性思维的决策错在哪里？这又是因为相似性并不总能反

映情境中潜在的统计学和因果性结构。拼写错误是阅读障碍的症状，

但是拼写不好的人中没有阅读障碍的要比有阅读障碍的多。然而这种

图式（拼写错误-阅读障碍）已被存取，埃米被判定为阅读障碍。在做

这样的决策时考虑阅读障碍既不切题也不符合伦理，但是本书作者在

研究生入学委员会和奖学金分配委员会中却多次观察到类似的情况。

一位申请者在被问及“研究生入学委员会可能看重的其它个人信

息”时写道：“身为摩羯座，我将会是一位严谨的实验者。”委员会

中一位教授蔑视地说，“我们这儿不需要任何占星术疯子！”。这位

在700多人中GRE和GPA综合排名第二的申请人就这样被拒绝了。当然知

道自己星座的人中更多的不是“占星术疯子”，但是类别图式（“占

星术疯子，因此是不可靠的怪人”）再一次占据上风。

以代表性特征为基础来做判断的基本问题在于，存取的图式实际

上比未存取的图式更不合理，特别是当未存取的图式在世界上有更大

的覆盖范围时。“非阅读障碍者”和“非怪人”在现实中比“阅读障



碍者”和“怪人”占更大的比例。因此，拼写错误的人更可能不是阅

读障碍者，知道自己星座的申请者更可能不是怪人。然而，当类别图

式通过相似性被自动存取时，它的基准概率则不值一提。那需要一种

二级的自我反省式的判断：“这种类型有多普遍？”（阅读障碍者或

占星术疯子或艺术史专业）。这样的判断需要忽略描述特征评估基准

概率。比如，对佩内罗珀专业“重新考虑”的提醒旨在使读者能够仔

细考虑大学生中艺术史和心理学专业的基准概率。漠视情境中的统计

学结构和忽略基准概率等关键信息是基于代表性进行判断的行为标

志，但是，我们做判断时又该如何恰当地使用基准概率信息呢？

5.10 比例规则

与代表性判断不同，我们可以利用简单的概率论法则进行精确的

判断。假设c代表某个特征，S代表某种图式（范畴）。c在多大程度上

可以代表S由条件概率p（cS）表示——即S中每个成员具有特征c的概

率。（在目前的例子中，该条件概率是挺高的。）

但是，特征c必然指向S成员的概率由条件概率p（Sc）表示，指具

有特征c的人属于S中的成员的概率，该条件概率是p（cS）的逆反。现

在，由概率论的基本原理可知：

即，c与S同时发生的概率除以S的概率。相似地：



但是，p（c and S）= p（S and c）；所以如下所述：

一般而言，

这种关系被叫做比例规则——逆反概率的比率等于简单概率的比

率。

在以上讨论推断某个人是否属于某个类别的情境中，这种简单的

比例规则能够有效地将p（cS）和p（Sc）联系起来。在p（c）和

p（S）不相等的情况下将两个条件概率等同对待是不合理的，但是代

表性思维却没有反映出p（cS）与p（Sc）之间的差异，因而表现出现

实中不存在的对称性。

由于混淆逆反概率而发生误解的情况有很多，其中广为人知的当

属哈佛大学法学教授Alan Dershowitz（他是“辛普森谋杀案”辩护律

师“梦之队”成员）的一段电视讲话。他在辩词中没有对辛普森虐待

前妻尼克尔的历史做争论。他说，“殴打妻子的男人中只有百分之零

点一的人会杀害他们的妻子”（p[丈夫谋杀妻子丈夫殴打妻子]）。但

是统计学家I.J.Good（1995）寄给科学杂志《自然》的信中指出，相

应概率的条件应该是丈夫殴打妻子并妻子随后被谋杀。Good采用

Dershowitz的假设计算出了相应概率，结论是在这种情况下1/2的丈夫

是杀人凶手：p（丈夫谋杀妻子丈夫殴打妻子并妻子被谋杀）。（实际

的简单概率似乎是1/3左右，不过具体的统计数据不详，因为“殴打妻



子”这个范畴很难操作化定义。）Good教授还说：“当然，这个观点

不仅仅适用于辛普森案件。它再一次戏剧性地表明贝叶斯的简单概念

是法律审判的基础。它同样是医学诊断和科学哲学的基础。贝叶斯法

则在大学之前就应该掌握！”（p.541）。

关于吸食大麻与严重的药物成瘾之间关系的声明和信念，为上述

有关非理性的阐述提供了丰富的证据。例如，1970年12月11日《红木

城（加利福尼亚）论坛》上的一篇文章的标题写道：“大部分吸食大

麻者还使用其他致瘾药物。”但是接下来的第一句是：“根据研究发

现，高中生只要吸食致瘾药物几乎毫无例外地就会吸食大麻。”尽管

正文明确表明吸食致瘾药物的学生中大部分都吸食大麻，但是标题却

逆转了这种关系。

标题指的是随机选择一个吸食大麻者（M），其吸食致瘾毒品

（H）的概率，或者说是“吸食大麻的人中使用致瘾毒品者的概率”。

可以用既吸大麻又吸致瘾毒品的人（M and H）的频率除以吸大麻的人

（M）的频率得到该概率：

但是所引用的研究指的却是随机选择一个吸食致瘾毒品的人

（H），其吸大麻（M）的概率，可以用既吸大麻又吸致瘾毒品的人（M

and H）的频率除以吸食致瘾毒品的人的频率得到该概率：



吸食致瘾毒品者中吸大麻的人与吸食大麻者中吸致瘾毒品的人相

比，其比率很大，因为吸大麻的人与吸食致瘾毒品的人相比，其比率

很大，而这两个比率是相等的（方程5.4）。调查发现前者的条件概率

——吸食致瘾毒品中吸大麻的比例——非常高，这也符合我们的日常

经验。但是这并不表示逆反概率也非常高。比例规则表明后者的概率

——吸食大麻中吸致瘾毒品的比例——比前者要小得多，所以前者值

大并不意味着“大部分吸食大麻者[还]使用其它[致瘾]药物。”然而

在该研究发表的那个时期，一个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在竞选前夕的电话

问答中把大麻称作“制药行业的讨厌鬼”。

韦恩图（图5.6）再次明确地显示出逆反概率——p（吸大麻吸致

瘾毒品）和p（吸致瘾毒品吸大麻）——之间的不同。吸大麻的人并不

意味着有很高的可能性吸食其它致瘾毒品，但是吸食致瘾毒品的人意

味着有很高的可能性吸食大麻。

在大多数关于逆反混淆（也叫条件概率谬误）的文章中，作者们

会给出很滑稽的例子。比如，1967年8月27日《本周》杂志刊登了一篇

文章，建议人们如何在交通拥堵的劳动节周末保证生命安全（Barns，

1967）。作者声称“驾驶时离家越远越安全”，因为大部分的死亡事

故都发生在离家25英里范围内。这是将“距离条件下的死亡概率”与

“死亡条件下的距离概率”错误地等同了。通过分析比例规则（方程

5.4），我们能很清晰地发现该等同完全是无稽之谈，因为在离家近的

地方驾驶的概率要远大于发生死亡事故的概率。这种混淆很容易闹出

笑话，一个人如果发生了混淆很可能把车拖到高速公路上之后再自己

去开。但是，当同样的非理性被用作正当的借口——甚至有时作为理

由——强制对大麻实施严厉的禁令时，混淆便不再仅仅是笑话了。虽

然因吸食大麻被逮捕的人可能将逮捕看做政府报复性、保守性和剥削

性的自然结果，但是许多人却对逮捕表示赞同，因为他们相信——与

已故的Hubert Humphrey一致——大麻是“讨厌鬼”。



图5.6　吸大麻与吸食致瘾毒品之间的逻辑关系韦恩图

偶尔，人们在未考虑任何基准概率（特征[如吸大麻]的发生率，

类别[如吸食致瘾毒品]的发生率）的情况下，就断言两种事物之间的

相依性以及相依性的方向。请看下面来自《管理聚焦》的例子。

最近一项针对74名CEO的调查发现，童年时期抚养宠物可能与未来的职业成功有关。

94%的CEO在小时候都养过狗或猫，而他们现在都受雇于财富500强企业。

被调查者声称，与宠物的相处帮助他们培养了许多积极的品格特

质，从而使他们成为今天的优秀管理者。这些特质包括责任心、同理

心、对生命的尊重、宽容以及良好的沟通技巧。众所周知，在类似于

这些CEO们成长背景下长大的孩子中，有超过94%的人都抚养过宠物，

但是此时相关性的方向却可能是负的。也许CEO们的成功与儿童时期刷

牙有关。可能所有的CEO都刷牙，至少偶尔刷，然后我们猜测刷牙所需

要的自律性导致了他们今天的事业成功。这似乎比童年时与宠物互动

而习得的“沟通技巧”能够促进他们与其他经理及雇员的关系要更加

合理些。



心理学家也不可避免地会做出这种错误判断。例如，Nathan

Branden（1984）写道：“我想不出来有哪个心理问题不是起源于低自

尊的——从焦虑、抑郁到亲密恐惧或成功恐惧，到酒精或药物滥用，

到配偶虐待或狎童。”换句话说，c代表低自尊而S代表心理问题，

p（cS）是高的。但是说这些心理问题的根源在于低自尊即是声称

p（Sc）高，而这点我们并不清楚——来访者之所以来咨询Branden，

是因为他们已经有了心理问题。Branden的经验仅限于那些因心理问题

而想寻求帮助的人——他的经验是以S作为条件的。即使我们真地发现

了高概率的p（Sc），我们也不能做出因果推论：人们的自尊也许是因

为身患心理疾病才变低的。Branden的总结如下：

大量证据（包括一些科学研究发现）表明，个体的自尊水平越高，对待他人时就会越

尊重、越友善、越宽容。没有体验过自爱的人是没有能力去爱别人的。体验过深层不安全感

和自我怀疑的人，倾向于把其他人知觉成可怕的和敌意的。没有自尊的人无法对这个世界做

出任何贡献。

套用Branden（1984）的“我想不出来”的句型，我们想不出来有

哪个科学研究中的因变量是“无法对这个世界做出任何贡献”的。有

心理问题的人（Branden的案例中）有低水平的自我意象，但这并不意

味着“深层不安全感和自我怀疑”（不常见的特征）条件下出现心理

问题的概率就一定高。“深层”这个词模糊性太强，以致于无法用清

晰的统计来反驳Branden命题的不可能性，但是，使用代表性思维同一

群“无法对这个世界做出任何贡献”的人交流在理智上是不负责任的

行为。事实上，Branden的观察能够证明一点，低自尊对于这些有心理

问题（如虐待儿童）的人来说是好现象，否则他们也不会去寻求改变

（如接受治疗）。

庆幸的是，并不是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将逆反条件概率弄混淆，

比如伟大的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就不会这样。他的祖母曾不遗余力地

劝他别跟他的第一任妻子结婚，这让他深刻地意识到他们家的精神病



人何其之多。九年后，当他考虑要孩子时向医生咨询了精神病的遗传

情况。他的传记作家Clark（1976）是这样描述的：

四天后他见了医生，“医生说冒险受孕需要承担起责任，人们对遗传的恐惧被夸大

了。他说50%的精神病患者的双亲酗酒，但是只有15%的精神病患者的双亲也是精神病。这似

乎使我稍稍心安。”也就是说，直到罗素这位准父亲成为统计学家罗素时才能稍稍心安。他

在日记下方的脚注中写道：“但是，他没有特别指出总人群中患精神病者和酗酒者的比例分

别有多大，所以他的论点没有一点价值。”

在这个例子中，即使是罗素也能被挑出“没头脑”的毛病。比

如，为何他刚开始时那么严肃认真地看待50%和15%呢？问题在于想避

免发生混淆，就有必要把很少经历过的客体或事件也假设成一类——

比如，低自尊却仍然有能力爱别人或“能对世界做出些贡献”的人。

然后，要想估计出条件概率值，则必须估计这类罕见事件的囊括范

围，尽管我们很少接触到这类人或事。这需要控制性的“科学”思维

——用皮亚杰的术语来说是，把真实（已经观察到的）看做可能（可

能被观察到的），而不是反过来。

当我们直接体验各种事件而不是阅读书面材料时，即使不是伟大

的哲学家，普通人也能恰当地利用基准概率信息。当研究对象是在职

的医生和会计时，他们似乎能意识到相应的基准概率，例如当地疾病

的发生率或财务问题的发生率。虽然这能使人稍微放心一些，但是在

嘈杂的日常情境中仍然有某些忽略基准概率的情况存在。模拟医疗诊

断的实验室研究发现，给参与者呈现基准概率不同的病例之后（如，

25%的情况演变成疾病burlosis，75%的情况演变成疾病coragia——疾

病burlosis和coragia均为虚构），他们对基准概率反应敏感，但是在

某些实验条件下仍存在着对基准概率的忽略（Gluck & Bower，1988；

Goodie & Fantino，1995，1996）。

还有一种情况能让我们重视基准概率，即人们给不一致的比率赋

予某种因果性意义时。当人们能够看出基准概率的因果关联时，他们



经常把基准概率纳入推理过程中。例如，若模拟陪审员相信一家公交

公司比另一家公交公司发生更多的交通事故是由于他们的司机没有经

过严格的筛选和培训，那么他在评估目击者证词时会将不同的事故发

生率考虑在内。但是，若他认为一家公交公司交通事故多仅仅是因为

公司比较大，那么他将不会考虑不同的事故发生率。研究反复证实，

当基准概率只具有统计学意义而缺乏因果性意义时，它们通常会被忽

略。相同的效应似乎在真实的法庭上也出现过，赤裸裸的统计学证据

非常没有说服力——比如，在指控辛普森杀害妻子及其男友的案件

中，DNA证据无法说服陪审团定罪。当然，比例规则的等式右边为什么

碰巧是p（A）和p（B），这个问题也很重要，理性应有其用武之地

（Koehler，1997）。但是因果思维有自身的陷阱，这点我们将在下一

章讨论。

总之，我们似乎更擅长将潜在关系用具体数字和具体频率表示出

来，而不是将潜在关系用抽象的比例和概率表示（见最近的综述文

章，Barbey & Sloman，2007）。我们将在第8章重新回到这个问题上

并且给出一些正确建议，以便于处理条件概率关系。

在大部分时间里，我们的绝大多数思考被无处不在的思维和联想

规则掌控，因而我们会做出代表性联结，特别是在评估概率时。本章

关注了非正式的观察和理论。此外，研究者也做过大量关于代表性思

维的实证研究（通常用大学生作为被试），结果都证实了相似性和联

想的主导作用。幼稚天真的被试们在许多情境下对 p（AB）和p（BA）

不加区分，而且当给出一个条件概率时，他们直接推断出另一个概率

而并不参考p（A）和p（B）的基准概率，这明显违反了比例规则。我

们具有一种很自然的习惯，即用联想的方式来思考当下情境中凸显的

事物或者第一时间从记忆中提取到的事物。要想逃离这种“被现成性

所主导”并思考那些经验中并不明显的事物和关系时，意志力和训练

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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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基于解释的判断
千百年来，也许数百万年来，人类彼此讲述着故事。他们围着篝火讲故事；他们在从

一个小镇走到另一个小镇的旅途中，讲述每天发生的故事；他们通过电子设备，给另外一些

观众和听众讲故事。人类在不停地讲故事，是因为那些故事都是他们不得不去讲述的故事。

——罗杰·尚克（1946~），美国认知心理学家、研究人工智能的学者

罗伯特·埃布尔森（1928~2005），耶鲁大学心理学家、政治学家，在统计学和逻

辑学方面有所建树。两人合著有关人类知识结构的著作

6.1 每个人都喜欢好的故事

当人们被问及：“一个酒精成瘾、每天五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喝酒

的网球明星，赢得8个月后一个大型锦标赛的可能性有多大？”，他们

十有八九会认为非常不可能。如果问另外一些人“一个酒精成瘾、每

天五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喝酒的网球明星，一月后加入一个戒酒协会，

并戒掉了酒瘾，然后赢得8个月后一个大型锦标赛的可能性有多

大？”，大多数人会认为有一定可能性。

然而，对于酒精成瘾且每天五分之一的时间都在饮酒的明星而

言，第一种结果（赢得锦标赛）比第二种结果（参加戒酒协会，并戒

掉酒瘾，且赢得锦标赛）在逻辑上更可能发生，三个事件同时出现的

概率肯定小于其中任何一个事件单独出现的概率。仔细想想就能意识

到，这位明星在不参加戒酒协会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赢得锦

标赛（比如，自己戒掉酒瘾，向其他选手行贿，或者仅仅是运气非常

好）。因此，“赢得锦标赛”这一事件肯定比“参加戒酒协会，并戒

掉酒瘾后，再赢得锦标赛”这一系列特定事件出现的可能性更大。然

而，参加戒酒协会这一事件将各个部分串连起来成为一个故事，形成



了一个看似合理、具有一致性和说服力的情境（Heath & Heath，

2007）。

人类或许是最特殊的动物，他们可以为自己所处的情境创造一个

心理模型，并且那些情境模型经常以故事的形式呈现（生物学家

Stephen Jay Gould 曾把人类描述为“讲故事的灵长类动物”）。与

人类心理的其他基本特征类似，故事建构在判断与决策中也发挥着作

用。情境或者故事呈现的是当下通过因果关系粘合在一起的连续事件

——这种“粘合剂”大多是建立在以目标为行动导向的人的动机和意

图基础上。通常故事以简单的线性因果链条出现——丢失了钉子使得

马没有了蹄钉，没有了蹄钉导致马变跛，马变跛导致信息传递延误，

信息传递延误导致军队没有做好战斗准备，没有做好战斗准备导致侵

略者获胜，侵略者获胜导致国家战败，国家战败导致君主失去了王

位……

6.2 合取概率谬误

人们相信多个事件联合发生的可能性要大于各独立事件，Tversky

和Kahnemay（1983）将这种信念称之为合取谬误（conjunction

fallacy ）。更确切地说，应是合取概率谬误（ conjunction

probability error），基于代表性偏差的“琳达是女权主义出纳员”

的身份类别判断谬误即是它的典型范例。在上述“酗酒网球运动员”

情境的判断中也会出现相同的谬误。Tversky和Kahneman提供了另外一

个情境判断的例子来解释该现象。他们向大学生呈现如下情境：

约翰P.是一个谦恭温顺的人，42岁，已婚，并育有两个孩子。邻居们认为他温文尔

雅，却又有点诡秘。他在纽约拥有一家进出口公司，频繁穿梭于欧洲和远东地区。P先生曾因

为走私钻石和稀有金属（包括铀）被判6个月监禁（缓期执行）并罚处大笔罚金。目前，他正

在接受警方的调查。



根据发生概率的大小对调查结果中的下列描述进行排序。请注意各种可能性描述，正

确结果不止一个。用1代表最有可能的描述，2代表其次可能，以此类推。

● P先生是一个恋童癖；

● P先生从事间谍活动，并出售机密文件；

● P先生是一名吸毒者；

● P先生杀害过一名雇员。（p.306）

一组86名本科生对以上描述进行排序。另一组的86名学生则对另

外一份描述进行排序（这份描述将最后一个句子替换为“P先生杀害过

一名雇员，以阻止其报警”）。尽管事实上增加特定动机降低了事件

发生的可能性（类似于第5章中提到的“琳达是女权主义银行出纳员”

与“琳达是银行出纳员”的比较），但是人们对联合事件（“为阻止

其报警而杀了他”）的排序（平均可能性排序为2.9）却高于对单纯的

“谋杀事件”的排序（因任何可能的理由而杀害他，平均可能性排序

为3.17）。

假如我们一开始就知道P先生杀害了一名雇员，那么在“为了……

而杀害一名雇员”的描述中则必须将“杀害一名雇员”与作为理由的

“为了”区分开来。因为多个原因的联合看起来会比单个原因发生的

概率更高。比如，对于一个人为什么感到非常寒冷，人们认为他身处

摄氏零度以下的户外要比单纯的身处户外（也包括夏季的户外）更为

合理。

Tversky和Kahneman（1983）还发现，内科医生在关乎“生死”的

情境下做出的症状判断和诊断结果中，也存在合取概率谬误，详情如

下：

一位55岁的妇女患有肺动脉栓塞（肺部的血液凝块）。请问她同时伴随下述症状的可

能性有多大？

● 呼吸困难和部分偏瘫；

● 小腿疼痛；



● 肺膜炎性胸痛；

● 昏厥和心跳过快；

● 部分偏瘫；

● 咳血（Tversky & Kahneman，1983，p.301）

调查的32名内科医生中，91%的医生认为，联合两种症状（例如：

呼吸困难——可能伴随的症状，和部分偏瘫——不大可能伴随的症

状）发生的概率要比单独呈现的不大可能伴随的症状更高。两种症状

的结合，在医师的心理形成了一个前后一致或更好的解释。

6.3 从解释到判断

合取概率对理性的违背是广泛的。当我们设想未来时，想象的内

容倾向于符合我们自身的知识架构。我们设想的许多情景是若干个特

定事件的联合，因此，我们会认为该情景发生的可能性更高。同理，

这种信念也是自动形成的。人类的思维过程有一种视觉化的倾向，我

们对于未来的预期会通过“看到”自己和他人可能会做什么来实现。

因此，人类的想象是相当具体形象的。我们知道，几乎没有任何事情

会精确地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成为现实，但这并不会阻止我们按照一定

的序列构建关于未来的生动情景。只有再三考虑，对单一事件发生的

概率进行评价，这样才有可能避免合取概率谬误（结论可能有些出乎

意料，即避免合取谬误在于以独立的方式评价事件发生的概率，而非

以整体、序列的方式评价）。

情景或情节构建过程及其决策判断结果如图6.1所示。构建故事

（至少要反映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很自然的，我们可以将其看做

一种自动化的认知能力，就像个体的频率登记、记忆识别、相似性判

断等自动化过程一样。Roger Schank和Bobert Abelson（1995）曾经

给出一个有趣的论断：几乎所有的日常知识，从计算能力到鲸鱼是哺



乳动物之类的知识，都以叙事形式存储于记忆之中。这说得可能有点

远了，但是，记忆中的海量知识是以故事或与故事相关的形式表征

的。维系情境模型的这一基本认知功能将我们置于当下的情境，为行

动作准备，整个过程都由叙事格式所主导。经验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

的一系列事件，它是我们总结过去、放眼未来的认知格式。

当然，我们为自己预测的事件（或者判断过去事件）寻找恰当理

由的这一做法并不值得惊讶。当获得某主力队员受伤、公司聘用了新

CEO、某某是个瘾君子等信息时，尽管信息仅限于此，但是我们仍可以

有足够的理由做出自信的预测。人类总有一种想要解释发生在身边的

各类事情的冲动，该冲动体现了一种一般适应性的习惯——维持当前

情境中有用的、有助于生存的心理模型。但许多预先编撰的情景或情

节也很容易进入到我们的想象中，这是因为它们可能对应着我们头脑

中的某些原型脚本或是某些过去的经历，从而提高了它们的可得性。

[此类可得性（availability）并不一定基于事件发生的实际频次，详

见第5章]。在这里，可得性指的是我们通过想象可得到的，而非事实

上可得到的，因为从逻辑上推论，我们对联合事件的体验频次不可能

高于单个事件。尽管如此，想象力对我们的情感、思维和行动起着决

定性作用。

一个故事的可信度与其各个情节发生概率的大小是一致的，各个

情节可信，则整个故事也必定可信。完整、详实且合乎情理（与其他

故事有关或者与我们对人类动机以及自然因果关系的认识一致）的故

事均是有影响力的故事。下面的两个例子似乎是合理的：埃及艳后极

具吸引力的外表能让古罗马最有权势的两个男人为之疯狂，像热血青

年一样地彼此争斗。同样，24岁的美女实习生能以美色让美国总统

（当今世界最有权势的男人之一）拜倒在其石榴裙下。



图6.1　解释-构建过程及其对判断和决策的影响

如果一个故事的内部情节能构建出良好的整体框架，如果它们与

我们熟悉的叙事图式比较匹配，那么这个故事就更容易使我们相信。

比如，前文中的酗酒运动员通过参加戒酒协会，恢复了正常状态，并

最终获得比赛胜利的叙述，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关于康复、失而复得的



故事。故事情节的连贯性会使人们过高估计故事的真实性及其发生的

概率，而导致高估的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尽管每个事件都有可能发生，但它们的组合并不一定会发

生。事件1，2，…k共同发生的概率为p1×p2×…×pk，这里p1表示事

件1发生的概率，p2表示事件2发生的概率，p3表示事件3发生的概率，

依此类推。（p1×p2×…×pk 的结果是比较小的，尽管每个pi可能都

不小，比如0.90×0.80×0.85×0.80×0.85× 0.90 = 0.37，但在这

组数据中最小的0.80都比0.37要大。）依靠单个“有代表性”的概率

（平均为0.85）去估计一组数列，多数人都会大大高估这组数列的概

率。事实上，即使各个独立事件不能组合成一个合理的故事，但联合

事件发生的概率还是会被高估，例如，判断赌博老虎机上赢得四枚红

心的概率。行为研究表明这种高估概率的现象来源于锚定-调整

（anchor-and-adjust）评估策略。人们的判断首先被其中有代表性的

个体事件发生的概率锚定（例如老虎机上赢得一枚红心的概率），然

后，由于调整不足而导致对整体事件发生概率高估（见第4章）。

第二，想象力作为一种认知性影响因素，既会使人们高估独立事

件的发生概率，更会导致对整体事件或联合事件的高估。事实上，人

们对于整体事件的想象会促使他们更愿意相信联合事件发生的概率高

于独立事件。P先生的故事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人们相信，他因某一

特定动机犯下谋杀罪的可能性要高于因任意动机犯下谋杀罪。

第三，在运动、犯罪和医疗保健等诸多领域中，当一些富有戏剧

性的巧合发生时，人们倾向于去关注、重复和记忆它们，致使可得性

增加，从而导致人们放大和高估联合事件发生的概率（见第5章）。



6.4 司法情景：最好的故事在法庭中往

往会胜诉

在 不 算 太 久 之 前 的 一 次 备 受 瞩 目 的 审 判 中 （ Silkwood

v.KerrMcGee Corp.，1984），著名律师杰瑞·史潘赛给陪审团讲了一

个故事：动物园的饲养员由于粗心大意忘记锁笼门，使得一只凶猛的

狮子逃出铁笼袭击了一名妇女。饲养员这样玩忽职守的故事，让陪审

员们进一步了解了案件中被告的所作所为——据说该公司曾使员工遭

受放射性元素钚的污染。最后，陪审团判决该公司支付1千万美金的赔

偿金以示惩罚。由此可见，陪审团的决策主要依赖于他们所听到的故

事，以及在审判过程中知悉的那些证据。

优秀的律师知道好故事能够打赢官司。著名律师海恩斯（绰号

“赛马”）就曾说过：“会讲故事的律师才能打赢官司”，他不止一

次向辩护律师们建议：“要想在谋杀案件的审判中获胜，最有效的办

法就是让陪审团相信死者在整个案件中是死有余辜的。”安东尼·阿

姆斯特丹是另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律师，他分析了辩护律师的陈词记

录文本，发现辩护律师们往往采用两种方式陈述案件：第一种是关于

细节的故事——犯罪现场发生了什么；第二种是关于审判的故事，他

们非常重视陪审团在故事叙述中发挥的作用（Amsterdam & Hertz，

1992）。在辛普森谋杀案的审判中，玛西亚·克拉克作为起诉人做了

最后陈词，原原本本地总结了案件的经过，包括完整的时间表。相比

之下，辩护律师约翰尼·科克伦则力劝陪审团，在法庭上有义务保护

那些受迫害的少数种族，甚至为他们复仇（Hastie & Pennington，

1996）。

陪 审 团 决 策 的 核 心 认 知 过 程 就 是 故 事 建 构 （ story

construction），即对争议事件做一个概要叙述。该假设的关键在



于，陪审团所构建的故事（他们相当审慎地去拼凑历史真相）决定了

他们的判断。当你问任何一名陪审员为什么会做出某种裁决时，多半

会得到这样的答复：“让我告诉你发生了什么……”。Nancy

Pennington和 Reid Hastie（ 1991）采用会聚测量（converging

measures）法，对数百个模拟陪审员在案件裁定前后的思考内容进行

“认知快照”（cognitive snapshots）。他们发现，叙述故事的结构

始终是陪审员记忆结构的最佳概括。以一个众所周知的民事诉讼案为

例：一名商场员工在下班去停车场的路上受到殴打，她起诉雇主并要

求赔偿。图6.2的网络图呈现了模拟陪审员对证据的认知表征。值得注

意的是，审讯证据几乎从来都不会按照案件发生的原有时间顺序被呈

现给陪审员。因此，陪审员需要依据自己的理解重新整理证据，形成

记忆结构来重现事件的原始时间顺序，如图6.2所示。这个诉讼案件从

一开始就被定下了一个基调——强调遭受残忍殴打的受害者的权益

——该购物中心员工下班后去停车场的过程中遭到袭击。该审判比较

复杂，其争议的焦点在于商场雇主是否因疏忽而没能安排更多的保安

以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虽然模拟陪审员们听到的证词非常混乱，不

按案件发生的原始顺序排列，但他们都会以适当的历史-时间顺序来记

忆这些证据。



图6.2　一名陪审员根据对民事诉讼证据的理解和解释所构建的故事结构图

（Jardel Co.v.Hughes，1987）

然而，一个更为重要的发现是，做出不同判决的陪审员确实有着

不同的心理表征。黑斯蒂等人（1991）的研究表明，在陪审员对法律

纠纷中所看到和听到的证据进行综合分析的过程中，通常会有至少两

种截然不同的诠释（否则这个纠纷也不会上法庭——超过90%的刑事案

件和民事诉讼案件在上法庭前就已达成认罪或和解协议——大概是因

为某一方或其他人没有足够的证据来做出一个看似可信的陈述）。不

同的陪审员可能会对案件建构出不同的故事，从而做出不同的裁决。

至少，他们在做出不同裁决之后，脑海所保留的故事是不同的。图6.3

对这种情况进行了归纳（以一个刑事案件为例）。首先，陪审员会根

据案件证据构建一个故事（一般情况，每个案件会构建一到两个，最

多不超过三个故事）。其次，在审判末了，陪审员可以从法官的指导

中了解到一些可被采取的裁决。最后，陪审员将其构建的故事与可能

被采取的裁决进行最佳匹配，并依此做出决策。彭宁顿和黑斯蒂也发

现，那些拥有更完整、更具体、更独特故事的陪审员对自己的裁决有

信心。



图6.3　做出不同判决的陪审员构建的故事：无罪的故事和有罪的故事

在辛普森谋杀案中，欧洲裔美国人和非洲裔美国人对判决结果所

持有的截然不同的反应，更能说明故事对案件判决所起的强大影响

（甚至于陪审团和辩护律师团里的反应也显现出种族差异）。我们认

为，陪审员的种族会影响其是否接受辩护团所讲的故事（这个故事声

称种族主义警察马克·弗尔曼虚构了犯罪证据）。相比于欧裔美国



人，有更多的非裔美国人认为含有警察的行为不良和偏执的故事是可

信的。许多非裔美国人及其亲属以往在与司法部门打交道时得到过负

性体验，甚至遭遇过种族歧视。非裔美国人了解到的一些故事是，种

族主义和警察暴行更多地针对少数族群，而更少针对欧裔美国人。拥

有上述的经历、信念和相关背景，使得非裔美国人更倾向于以这种方

式解读案件：警察捏造和布置了关键的犯罪证据。（为了努力发现欧

裔美国人版的“种族主义警察”的刻板印象，本书其中一名作者对其

同事进行了访谈，调查他们是否曾遭遇权力部门的不公平或偏袒待

遇。结果怎样呢？不公平待遇的来源竟然是美国国税局官员！在以白

人和中产阶层为主的调查样本中，几乎每个人都声称他们的噩梦来自

于那些过度热情的所得税审计员。）

Nancy Pennington的研究（Pennington & Hastie，1991）生动地

说明了故事建构对陪审员判决所产生的影响。表明了证据呈现顺序的

重要性。在时间顺序上，当证据的呈现与事件的发生保持一致时，故

事更容易被构建（故事顺序组）。而当它们不一致时，故事就较难被

构建（目击者顺序组，证据呈现顺序与原始审判中目击者呈现证据的

顺序相同）。结果正如预期，当原告以故事顺序呈现他们的证据，被

告以目击者顺序呈现时，陪审员更有可能裁决被告有罪（78%的陪审员

认定被告有罪）；但是，当原告以目击者顺序呈现证据，而被告以故

事顺序呈现时，陪审员则不太可能认定被告有罪（只有31%的陪审员认

为有罪）。两种情况下定罪率的差异高达40个百分点（我们并不认为

证据呈现顺序在实际审判中会有如此大的效应，但是，我们相信这个

效应确实存在于实际审判中，所以建议律师们还是要把故事讲好。要

像杰瑞·史潘赛、“赛马”海恩斯还有约翰尼·科克伦那样才能打赢

官司）。

这种基于情景的判断非常微妙，其中一个原因是：故事通常别具

一格，不会有多种解释或多个版本。在Pennington等人（1988）关于



陪审员决策的研究中，诉讼一方是否有理取决于证据的呈现顺序。而

这些证据中既有支持己方的，也有支持对方的。这个研究结果暗示，

陪审员依据证据所构建的故事概要不止一个，而其中最好的故事的独

特性及其精髓是陪审员决策的基础。基于审判制度的惯例，决策者几

乎都需要构建多个故事。但是，我们猜测，日常生活的大多数情况

下，只要有一个构建的故事成为决策基础，人们就不再构建其他故事

了。

人们在构建和评估一个故事时，确实会利用故事的各个组成成分

构建多个版本（这种推理形式叫做反事实思维，它指的是根据已经发

生的既定事实想象其他的可能性——即皮亚杰所谓的“科学推理”，

本书其他部分对此也有所论述）。比如在Jardel Co.v.Hughes的案子

中，区分那些认定商场业主应承担责任和不应承担责任的陪审员的一

个关键推断是：假如增派额外的保安去保护员工，可能导致的结果是

什么。有的陪审员分析：“假如有更多的保安，强奸事件就不会发

生”，进而认为商场业主应该承担责任。毕竟，假如业主们不那么吝

啬，假如他们肯多花点钱，多雇些保安，那么这个袭击就不会发生

了。另一方面，有的陪审员却认为：“就算有更多的保安，强奸事件

仍有可能发生”（在一个大商场中，如果要做到完全保护，需要一支

数量庞大的保安队伍，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因此认定业主不应承担

责任。在法律用语中，这类推断是对因果关系的假设性检验（倘若没

有……，要不是……）。而一位哲学家可能会通过验证一个待定原因

（保安的匮乏）是否是一个结果（Hughes遭受袭击）产生的必要条件

来说明因果关系是否成立。因此，尽管在任何情境下，一个故事总会

以某种趋势来主导我们的心理表征，我们在构建这个故事时通常也会

考虑各种可能的成分和情节。当故事的某些方面不能确定时（如一个

陪审员无法判断增加保安是否可以防止强奸），这种局部的不确定性

会泛化到整个故事，从而降低了人们对整个故事的信心。



后续研究提出了对抗辩制审判中关于审判策略的一些实际问题。

比如，在许多刑事诉讼中，原告只提供一个故事，辩护方便会抨击这

个故事的可靠性，从而“提出合理质疑”（一些愤世嫉俗的律师认为

这种辩护策略是“在陪审员的心智中编织‘疑云’，然后给其贴

上‘合理质疑’的标签”）。在这些单方诉讼中，陪审员只构建一个

故事，单个故事与判决类别的一致性和匹配性决定了陪审员对裁决的

信心。在这种情况下，与其提出一个糟糕的辩护故事还不如不提。事

实上，当辩护方的故事比较单薄时，即便起诉方的故事也同样单薄，

后者也会得到陪审员的支持，使陪审员最终更倾向于做出定罪的判

决。这个结果再次表明，当有多个故事被构建出来时，故事与故事间

的相对独特性因素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另一种观点强调审判策略是一门学问。当在案件辩论中需要采用

某种叙事策略的时候，律师在开场白中就要向陪审员编织自己的故

事。若故事事先被启动，并且已灌输到陪审员的思维中让其依此去解

读案件的证据，那么判决与故事的一致性就会得到提升。但是，Gerry

Spence（1994）告诫我们：“我总是会以一个故事作为开场白。可是

最好能够证明你的故事是真的，即使陪审员相信你，一旦他发现你不

能告诉他一个完整的故事，那么他就不会再信任你了。”

6.5 有关我们自身的情景

人们普遍认为，在精神分析流派的临床医生中，弗洛伊德式分析

学家的来访者会做弗洛伊德式的梦，荣格式分析学家的来访者会做荣

格式的梦（行为治疗学家的来访者有快速眼动，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

东西值得一提）。延伸一下，我们可以认为，弗洛伊德和荣格式分析

学家的来访者分别引导了这两个学派的发展历程。这一延伸稍许有点

令人不安，因为它暗示，那些对于来访者来说非常有益的见解也许是



由来访者与分析学家共同创造的（对于未知和不可知有效性的创

造）。关于回溯性的甚至是被压抑的记忆本质方面的研究进一步扩大

了这一可能性，这类记忆所具有的可塑性暗示，仅仅与治疗专家一致

并不能说明判断的准确性（Campbell，1998）。治疗过程会不会在一

定程度上，甚至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针对来访者的生活创造的一个好故

事？如果是这样，这类“故事”在有助于培育自由和负责任的选择的

同时，也具有阻碍作用。

“叙事性事实”的概念与许多心理治疗背后的基本原理是一致

的。这些疗法认为，来访者对其生活的呈现方式（叙事性）是理解其

适应性不良行为的关键。治疗专家在治疗中的主要目标，就是把来访

者的生活故事重构成一种更合理、更具适应性的叙事。弗洛伊德最初

认为适应不良行为是由实际的生活事件引起的，但后来却发现，他的

几个来访者都具有一些不可能发生事件的虚构记忆。因此，他意识到

那些关键的、可能成为“病因”的事件可能根本没有发生过。因此，

治疗的目的不仅仅要唤醒实际发生的事件的回忆，同时也要去重构一

种更加具有适应性的故事，即便这类故事与现实和历史真相不完全一

致。这种更具有适应性的生活故事旨在帮助来访者接受他们过去的痛

苦，把这些痛苦看做过去事件所带来的正常结果，最终促使他们放弃

这个行为。（Paul van den Broek和他的同事Richard Thurlow[1991]

曾从实验室研究及认知心理学的角度，全面论述了叙述性自传重构在

心理治疗中的作用。）

自我会随着个体从童年到成年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在讨论这一自

然发展过程中“自我发现”的问题时，James March（1972）指出基于

重构生活故事的疗法是存在问题的：

模型中的这一想法可以为个体的自我剖析提供一个稳定的基础。坚持“形成性发展”

假设的人似乎更倾向于认为，有关个体同一性的问题是一种对已存在的“真实”自我的“发

现”过程，而非去“创造”一个“有趣”的自我。这种发现的观念是与成年变化相违背的。



通过他们创造的归因，如此这般的发现便成为了一种语言或词汇

上的自我束缚。例如，“我已经接受自己是一个自恋狂这一事实”这

一归因会导致自我放纵（“我能做什么呢？毕竟，我是一个自恋狂，

并且确实如此”），以及对他人不切实际的投射。认知导向疗法的艺

术正是建构出具有适应性的生活故事。（精神治疗学家Donald Spence

充分发展了这一理论，他撰写的《叙事性事实和历史真相》成为当代

精神分析理论中里程碑式著作。）

人们在重构自己过去是什么样子的过程中会产生偏差，这一研究

结论也暗示我们，创造和重构连贯的生活故事存在潜在的负面效应。

在本章的最后我们将会说明，自传体记忆会受我们当前的态度、信念

和情绪所支配。

当我们审视自己的生活时，如果我们认定某种个人情景很有可能

出现在我们身上，那么，与之相关的所有必要元素都会出现，包括源

自家族神话、文化信仰、文学、戏剧、电影以及电视的刻板印象。而

对于职业心理治疗师和精神病学家来说，这些元素则来源于教科书中

传播的历史原型，或者是与爱好者或专业人士的接触和交流。这些来

源都为我们的娱乐、教育和生活应用提供了丰富的元素。因此，一些

主张“我们经常会实现预设的生活脚本”这一观点的心理学家大受欢

迎也就不足为奇了[例如，Grie Beme广为流行的著作《人间游戏》

（1964）]。

6.6 难以想象的情景

你认为在接下来的12个月内，北美洲洪水泛滥造成1 000人溺死的

概率有多大？现在，请考虑在接下来的12个月内，加利福尼亚州发生

地震引发了洪水，进而造成1 000多人溺死的可能性有多大？或者，在



接下来的12个月内，墨西哥海湾热带风暴导致海岸线洪水泛滥，进而

造成1 000多人死亡的可能性有多大？更加具体、有因有果的故事显得

更有说服力，更有可能发生。一场灾难性洪水发生的原因有许多，但

是提供一个生动的情景可以增大人们认为其发生的概率。当然，这是

我们的“老朋友”合取概率谬误——逻辑上而言，越是具体的事件发

生的可能性越小，却被认为比范围更大、更抽象、更可能出现的事件

发生的概率更大。

某些国家正致力于核武器的研发。其中的一个或几个国家可能由

一些狂热分子所领导，这些人热衷于煽动像“9·11”恐怖袭击一样的

自杀式行动。氢弹的体积现在仅相当于一个小孩子玩的雪橇，被偷运

到纽约或洛杉矶是很有可能的。自杀或袭击狂热分子甘愿在爆炸中死

去，因此往往很难追踪到他们。可能在没有任何形式预警的情况下，

一个城市就消失了。各种恐怖组织声称对此负责（这种负责实际上也

是虚张声势）。市民的生活随着城市一起消失，国际核战争不再遥

远。

生动吗？是的。恐怖主义者消瘦、肤色黝黑、易激惹且长着大胡

子。[实际上，这一情景最初是道斯（1988）在本书的第一版中描述

的，也是1998年的电影《全面围攻》剧本的基础。]

可能吗？非也，但也并非没有一点可能性。事实上确实有成千上

万的情况会导致核毁灭。核武器的可得性、精确性以及投递速度的逐

年递增都切实存在，而我们却只关注了其中的几种可能情景。比如，

学习决策课程的学生大约60%相信“在未来的25年内，由于中东危机，

美国与一个阿拉伯国家之间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比由于其他任何原

因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都大。”进一步而言，当我们只专注于几个情

景时，我们会因为（只是）对它们有一定的防备而形成一种错误的安

全感。如果某情景的头一个事件没有发生，我们便会相信该情景的其



余部分也不会发生（正如我们之前所确信的网球明星一定会参加匿名

戒酒会，然后戒掉酒瘾进而赢得锦标赛）。认为像核战争这样的事情

只会在特定情景的情况下发生，这是一种短视、非理性的思考方式。

每年发生核战的概率有多大？我们认为这个概率并非是仅仅用单

一的数值而不采纳其他任何信息就可以估计的常数。为了分析方便，

我们假定1960年到2000年之间发生核毁灭（实际没有发生）的概率为

1/3。这意味着，假设每年发生核战的概率为常数p，并且这些年之间

核战的发生是相互独立的（基本符合现实），则（1-p）n =2/3，可得

每年发生核战的概率p=0.01。因此，如果p为常数，那么下个世纪发生

核战争的概率为2/3（1-0.99n）。但实际上p并非一个固定不变的数

值。举例来说，如果我们接受p 为1/3这个假设的数值，自此之后每过

40年p值就会翻一倍，那么人类在下一个40年内不发生核战争的概率只

有0.44。

对于核战概率的分析还应该包含正面的信息：任何能够降低核战

发生概率的东西，哪怕数量很少都是有价值的。比如，假设每年发生

核战的概率为0.02。正像之前指出的那样，下一个40年不发生核战的

概率只有0.44（假设它是恒定的，并且每年都是相互独立的）。现在

假定某种已达成的国际协定使这一概率降低了1/3，即每年发生核战的

概率下降为0.0133，那么，下一个40年不发生核战的概率则为0.58。

如果你认为上述的概率的降低不太重要，那么请看下面的这一情

况：

一个桶里面有100个球，44个绿的，14个蓝的，42个红的。每次随机取出一个球。请

从以下两个选项中选择：

如果抽中绿球，你将赢得10 000美元。如果抽中蓝球或红球，你就会丧命。

如果抽中绿球或蓝球，你将赢得10 000美元。如果抽中红球，你就会丧命。



你会选择哪一个呢？当0.58与0.44之间的概率差异以这种方式呈

现出来时，显然0.58更可能。（但不幸的是，人们倾向于以比率的形

式去评估概率差异的重要性——例如，抽烟者相对于不抽烟者的“死

亡率”——而非以实际差异的形式。）

我们的同事Paul Slovic曾强调以概率的方式去减少核战争以及其

他社会和个人风险。小间距之间的微小概率差异可以在大间距上产生

大的差异。正像Paul Slovic指出的那样，情景思维会再次阻碍概率评

估。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理想的局面是所有有能力生产核武器的国家

能够共同达成协议，在技术上将核武器控制在一定的水平，使各国都

无法草率或随意地使用核武器；而最遗憾的局面是国际冲突进而引发

战争。接下来的几十年之内可能发生的这些情景，会在人们的头脑中

形成生动的、扣人心弦的画面。因此，当我们忽视了可以小幅度降低

每年核战发生概率的政策因素，我们便夸大了对抗和总体协议发生的

概率。

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是仔细考虑问题。情景思维的主要问题在于，

它会使思考者从更宽泛、更系统的决策情境中转移注意力，仅聚焦于

某一个或少数几个因果故事。情景思维会使人们在总体上高估了进入

意识的情景的发生概率，而低估了事件以其他某些方式发生的长期概

率。此外，记忆和推理存在一种普遍的倾向，会产生偏差以便于使情

景的主题与理论相一致。本书想要传达的一个主要信息就是，理性分

析要求对情境和可能结果进行系统全面的表征，以便评估事件发生的

重大潜在概率。

我们认为，概率（以及一些其他统计量）是人类文明发展出来的

用以处理不确定性及其他决策困境的最好工具。与陷进一些少数几个

扣人心弦的情景细节相比，概率评估更加有效。此外，概率思维意味

着可能性的微小改变往往具有巨大的长期效应。例如，假如我们必须



要玩俄式轮盘赌，我们会希望有更多空的枪膛存在，然后去（生动形

象地）想象子弹会在哪一个膛中。在第8章，我们将会探讨如何在不确

定情境下进行清晰理性的思考。

6.7 后见之明：对过去的重构

人们关于复杂事件的记忆基本上是一个重构过程。正如小说家阿

兰·罗伯·格里耶所说：“记忆属于想象。人类的记忆并不像计算机

那样记录所有的事情；它属于想象过程的一部分，有点类似于创造发

明。”回忆以一定的方式组织是为了便于理解现在，因此强化了我们

关于过去如何决定现在的信念。总体而言，我们逐字逐句地编造了关

于生活以及现实世界的故事，我们使记忆与故事之间相互吻合，这一

点又强化了我们对它们的信任。通常是故事创造了记忆，而非相反。

Baruch Fischhoff通过一系列设计巧妙的实验指出，那些已经了

解事件本质的人会错误地高估他们事先预测事件发生的概率[参见

Hawkins & Hastie（1990）关于后见之明效应研究的综述]。在其最初

的研究中，Fischhoff让人们在特定事件（比如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2

年访问苏联和中国）发生之前对其进行预测，然后再对自己预测的内

容进行回忆。结果发现人们的回忆存在偏差，人们倾向于认为自己正

确预测了实际发生的事情。其结果，正如Fischhoff指出的，我们对于

已经发生的事情往往不再好奇，从而导致我们不能有效地从中学习。

David Wasserman、Richard Lempert和Hastie的一项研究指出了

因果关系在产生后见之明效应中的作用。他们沿用了Fischhoff的实验

程序，对比了实验组被试的预见性判断与另外一组被试的事后判断。

他们给被试呈现一段简短的历史或小说中的故事（英国殖民者和印度

当地的金矿企业发生武装冲突的后果），并要求他们在知道或不知道



“真实”结果的情况下（他们采用了一种实验方法，使得事后判断条

件下所有可能的结果在不同组被试看来都是“真实的”），评估各种

结果发生的概率（例如，英国人获胜，得到金矿企业）。与Fischhoff

的研究结果类似，他们也发现了明显的后见之明效应。甚至在要求被

试预测像他们一样的其他人将给出什么样的概率时，该效应也同样存

在。但更重要的是，Wasserman等人操纵了可以造成这一结果的不同原

因的性质；在一半的事后判断条件下，结果被归因为有因果联系、有

说服力的事件（更好的装备，训练有素的军队，以及对战斗地形相当

熟悉的游击队等等），或者被归因为出人意料的天灾（一种非季节性

风暴使得英国人的武器与战术均无法使用，风暴阻碍了游击队利用他

们所擅长的地形知识等等）。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只有在被试能够生

成具有说服力的因果解释，把原因与结果融合在一起的条件下，才会

出现后见之明效应。

后见之明偏差的产生并非仅仅因为人们希望使自己自始自终都显

得无所不知，某些时候，动机因素也可能发挥作用（比如一位气愤的

朋友声称他预测到自己国家的球队将会输掉球赛，或者预测一匹黑马

将赢得竞选）。实际上，人们在回忆自己曾经认为什么事情会发生的

时候往往也会犯错误，即使要求他们尽可能准确地回忆，同样的结果

仍会出现。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尼克松总统的前任助理约翰·戴恩在

国会调查委员面前，被要求尽可能地回忆“水门事件”期间发生的真

实事件（戴恩在1973年6月份提供证词的时候尝试去回忆1972年6月到

1973年3月之间发生的事情）。戴恩详细列举了无数尼克松总统关于

“水门事件”讨论会的事情以及其他政治事件。但在收集了这些证词

之后，人们偶然发现，有许多类似的谈话内容曾被总统秘密录音。对

比尼克松总统的录音与戴恩的证词，人们发现尽管戴恩的记忆非常准

确，但是证词依然存在记忆错误与假象，几乎全都偏向于与戴恩当时

作为证人描述的情境相一致，而非与原初事件发生时一致[以上分析由

Ulric Neisser （ 1981 ） 做 出 ] 。 “ 渐 进 决 定 论 ” （ creeping



determinism）——借用Fischhoff的说法——已经得到很好的证明，

而且导致后见之明偏差的主要决定因素在于，当我们知道了事情发生

的结果之后，就会倾向于把我们的经历描述为一个具有前后一致性的

故事。

有时候，当我们认为事情会产生变化时，即使后来变化并没有发

生，我们却依然会回忆出发生了变化。为了使回忆与信念一致，我们

会倾向于（无意识地）改变先前的记忆。例如，我们可以简单地夸大

之前的事情有多么糟糕，从而强化我们关于改变后会更好的信念。例

如，肯定有这样的时候、一个人在宗教信仰改变或者精神病好转之

前，会处于非常糟糕的境地（我们都有感觉糟糕的时候），关于那些

时期的记忆会保存下来，而事后的回忆正是围绕这些线索进行组织

的。当一个节食者一点都没有瘦下来时，她可能会认为自己在进行节

食之前更重——通过故意忘记自己先前的体重，以错误的记忆来为节

食的“成功”提供证据。

实验证据表明，当我们相信改变已经发生时，我们会倾向于扭曲

过 去 ， 以 使 之 与 改 变 相 一 致 。 Michael Conway 和 Michael

Ross（1984）随机分配一批被试进入实验组参加一个旨在提高学习技

能的项目；同时设置一个控制组，其中的被试自愿参与该项目，并被

列入候选名单。在项目开始前后，分别对实验组与控制组进行测量

——在两个时间点，要求被试评价其学习技能（你的学习时间的利用

效率如何？你对自己记笔记能力的满意程度有多高？）以及他们花在

学习上的时间量。实验的第二阶段，要求被试回忆在第一阶段中报告

的关于学习技能与学习时间的内容。

在第一阶段实验中，实验组与控制组在技能、学习时间以及其他

变量上都没有显著差异。两组都完成得一样好，尽管该研究中的这一

学习计划本身并没有任何提高学习技能和学习成绩的作用。但当要求



被试回忆这一计划实施之前（或他们被列入候选名单之前）的情况

时，两组被试间竟然出现了显著差异。两组被试关于学习时间的回忆

没有差异，但是关于学习技能的回忆却差异显著。参与计划的实验组

被试在回忆他们参加计划前的学习技能时，回忆的结果比其初始报告

的结果更差，而被列入候选名单的控制组被试回忆的结果则与初始报

告的学习技能几乎一样。可见，参与计划的实验组被试夸大了自己技

能的提高程度，使之与他们认为“该方法应该会提高学习技能”的信

念相一致（由于参加了该计划而提高了技能）。他们不是通过夸大自

己最终的技能，而是通过重构他们的记忆使之与他们的预期相符合，

也就是说，他们重写了个人自传式记忆，以使其与自己当前的信念相

一致。而被列入候选名单的控制组被试则没有这种歪曲记忆的行为。

心境也会影响回忆（见第5章）。同样的原理会发生在我们对自己

生活的回忆中吗？从弗洛伊德开始，很多心理治疗师的一个基本认识

就是，当前的痛苦源自童年的不幸经历，尤其是与父母的不良关系。

但实际情况会不会是当前的痛苦以一种后见之明的方式选择和重构了

童年记忆，以使其与当前痛苦状态相一致呢？Peter Lewinsohn和

Michael Rosenbaum（1987）通过一个对一千多名市民志愿者的研究回

答了这个问题。被试从普通人群（非临床抑郁群体）中招募，并被随

机分入四组：非抑郁组（从来没有抑郁的人）、潜在抑郁组（3年内曾

有过抑郁的人）、严重抑郁组和抑郁治愈组（曾经抑郁，但现在已经

不抑郁）。研究者同时要求被试报告其父母的行为，以期探讨当前心

境与关于父母的记忆之间的关系。主张“抑郁来自童年问题”的理论

指出，有抑郁倾向的人与没有抑郁倾向的人经历了不同的童年，因此

回忆就会不同；而强调当前心境会影响人们对过去事件的回忆的理论

则指出，当前抑郁的人与当前不再抑郁的人在回忆上存在区别。也许

关于父母的回忆会受到当前抑郁或者不抑郁状态的影响，又或者有抑

郁倾向的人对于父母的回忆确实不同于非抑郁者。结果发现，那些把



父母回忆成排斥性和无爱心的人受到当前心境的强烈影响，消极的回

忆并不是有抑郁倾向者的独有特征：

尽管当前抑郁的被试把他们的父母回忆成更加排斥自己，使用了更多消极而非正常的

管教方式；但抑郁治愈组的被试与从来没有抑郁过的被试，在回忆父母行为上并没有差异。

类似地，那些在实验后不久变得抑郁的被试，他们与控制组被试在关于父母使用消极管教方

式的回忆上并没有什么差异。（Lewinsohn & Rosenbaum，1987，p.617）

这项关于抑郁的研究很重要，因为它挑战了成年后的心理问题是

由童年的不幸经历造成的这一论断。受到情绪的影响，记忆会产生偏

差，那些痛苦的成人更倾向于回忆童年的痛苦事件。并且，如果一个

人相信当前的问题可以在童年找到根源（或许是他们的治疗师这样告

诉他们的），那么这一信念本身将会作为一个组织原则，更大程度地

歪曲记忆（回忆上面提到过的Conway和Ross在1984年做的研究）。后

见之明的偏差记忆强化了“三岁定终身”这一生命发展理论。

6.8 有些时候最好还是忘却

我们的心智的一个主要功能在于创建一个模型，以揭示我们当前

处在什么样的情境。当一辆车在我们前面突然改变了行驶路线，我们

会更新自己关于交通状况的心理模型以免被撞；当我们发现一个之前

信赖的人实际上并不值得信赖，我们会调整自己关于那个人的心理模

型，使自己即便身处困境也不会依靠他。为了使情境模型保持最新，

我们就需要不断更新关于我们在哪里以及将要发生什么的想法。当我

们必须为以后做出打算时，这一过程是具有适应性的。的确，我们应

该还记得决策理论的基本原则，我们不用去理会沉没成本，而只需聚

焦于未来的概率和效用以做出理性选择（见第1章）。但是，当我们忙

于这种不断调整的过程时，我们就遗失了过去，发现很难重新找回过

去所思甚至所做的事情。通常来说，这倒是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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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偶然与因果
假设你正在想着一盘虾，突然就有人提到了盘子，或者虾，或者一盘虾。完全出乎意

料，也没法找到一个理由。这就是一种巧合，巧合存在于所有的事物之中。

——摘自电影《报信的人》，由阿莱克斯·考克斯编剧和导演，1984

7.1 对偶然性的误解

1972年1月26日，22岁的南斯拉夫空服人员维斯娜·瓦洛维奇正在

南斯拉夫航空JAT 367次航班上为乘客们提供饮料。不料，一个克罗地

亚的民族主义恐怖组织在这架飞机上装了一颗炸弹，炸毁了飞机。大

多数人会觉得她倒霉透了——首先，她工作的航班遭到了这样一次罕

见的袭击就够倒霉了，更倒霉的是，她本来不该在这次航班上工作，

但安排工作时搞错了她的名字，因此这对她来说完全是一次阴差阳错

的飞行。不过这个故事也有好的一面：瓦洛维奇小姐奇迹般地生还

了，她现在还保持着不带降落伞从高处坠落生还的世界纪录——33

000英尺 （10 000米）。而此次飞机失事后仅仅过了一年多，她就宣

布已经做好重返工作岗位的准备，她将自己描述为一个“乐观主义

者”，为上帝怀有新的信仰。这么一来，许多人又会认为她是一个千

载难逢的幸运儿。不过瓦洛维奇小姐自己却比较赞同人们对她的第一

个评价：“我并不幸运，每个人都认为我是幸运的，但他们弄错了。

如果我真的幸运，就根本不会遇上这样的事故”（Bilefsky，

2008）。

人们在思考和讨论一些非同寻常的事件时，常常会有截然不同甚

至有时完全相反的观点。这并不奇怪，毕竟这些事件往往都神秘莫

测，人们对其知之甚少。但即使撇开这一点不谈，我们大脑本身的设



计似乎也不太善于对偶然性和不确定性进行系统的推理。可能是因为

一些演化上的原因，我们倾向于对不确定的事件进行过度解释，而

且，即便明白这些事件本质上就是无法预测的，我们还是会对事件的

经过产生奇异的想法，其中包括许多迷信的观念（Sagan，1997）。正

因为我们对不确定性和随机事件有一些与生俱来的错误观念，因此，

只要对概率论这样一个技术框架略知一二，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就会

发生巨大的变化。但是，如果没有特别的训练，没人会以概率的方式

看待世界。相反，在人们看来，整个世界中的各种事件和事物看起来

都像是由因果关系粘合在一起的，并且大多数人确信这些因果关系是

存在的，他们在思考的时候关注的是因果关系的强度，而非概率。

我们一直以来都尽量注意不将世界说成是概率的或随机的。概率

论是一种用以描述世界的语言，更准确地说，描述的是我们关于这个

世界的信念之间的关系。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种不太熟悉的语

言，有一堆特殊的符号性词汇和语法规则（概率论的简介参见附

录）。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一直到近代的西方文明史中，概率论才

开始出现，而“概率”（probability）这样的词汇直到17世纪才进入

英语词典。[词典编撰者认为“可能”（probable）这个词是从“认

可”（approvable）这个词中提取出来的，比如，一个“可能”的丈

夫最初是指一个可以接受或者在道德上获得“认可”的丈夫。]

有的时候，我们确实会在日常生活中谈论到偶然性、运气、概率

或随机性这样的词汇——我们说“她运气真好”，“这件事是偶然发

生的”，“那是一个随机事件”。但是对这些说法最到位的解读则

是：这些话反映了说话人头脑里的知识状态。哲学家庞加莱

（1914/1952）在一篇睿智的文章中探讨了偶然性的本质。他认为，日

常生活中我们所提到的事件都是由确定的物理过程所引发的，而有些

特别的事件之所以会被说成是随机、偶然性或概率性的，是因为这些

事件的因果关系比较隐蔽或复杂，还不为人所知。回到本章开头的故



事，我们说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物理事件而让维斯娜·瓦洛维

奇与死神擦肩而过，但是我们相信，她得以幸存的原因，所涉及的一

些物理条件是可以具体阐释清楚的——只要有足够的信息。如果我们

当时能够对她的坠落过程进行观察，包括在那一瞬间她是如何接触地

面的，以及接触前最后一刻她身体内部的状态，我们应该就可以从物

理因果关系的角度来解释这次载入史册的死里逃生。

再举一个例子，我们把抛硬币看成一个随机过程，并且把“正

面”事件（理想）的概率值定为0.50，但实际上我们却相信，抛出一

枚硬币会得到什么结果，其背后隐藏的所有生物和物理事件都是确定

的。事实上，手法娴熟的魔术师（如数学家戴康尼斯）已经发展出了

一些技巧，能够对抛硬币这个看起来明显不可控的过程进行控制，并

准确无误地抛出他们想要的正面或反面的结果（Bayer & Diaconis，

1992；Diaconis，Holmes，& Montgomery，2007）。当然，物理分析

也有不同的水平，比如，如果在量子水平上进行分析，科学家们所讨

论的因果关系就不会直接对应于我们所体验到的那些机械原理下的因

果关系，不过我们并不是在量子水平上体验世界，所以探讨那些事件

的时候很少会这么来讨论。

当然，在我们周围的环境中，某些部分是与理论随机过程

（theoretical random processes）中的理想行为非常接近的——那

些在赌场或彩票中的事件看起来是由确定的物理过程所“引发”的，

但是其中的因果机制太过复杂，事件的决定因素太过微妙，因而最好

是在概率论的框架下来考虑这些情境。本书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

对于所有不确定情境中的判断，我们都应该用概率论来组织思维，哪

怕我们对其中某些情况的因果机制比对赌场的了解更多（或更少）。

不过，即使在一些我们知道是由偶然性决定的琐碎小事上，我们还是

倾向于否认这些事件里存在随机的成分。有一个有趣的故事，说的是

一位西班牙全国彩票中奖者，当采访他有什么秘诀时，他说他有意选



择了一张尾数为4、8的彩票，他解释道：“我连着7个晚上梦见了数字

7，而7乘以7等于48”（Meisler，1977）。

7.2 控制的错觉

在一系列巧妙的实验中，哈佛大学的Ellen Langer（1975）证

明，我们常常会自然而然、无意识地将偶然的事件看做与技巧有关，

从而认为它们是可控的，比如赌徒们想要掷出一个较大的数字时会更

用力地掷骰子。Langer设计了一种彩票，每个被试会获得一张卡片，

上面有一个美国橄榄球联盟的球员名字和照片，另外有一张相同的卡

片会放在一个袋子里，如果被试从袋子中摸出的卡片与自己拿到的那

张相同，就能赢得彩票。这个实验分为两种条件，其中一组被试可以

自行选择要哪个球员的卡片，另一组被试则由实验者来分配卡片，显

然，无论被试能否自由选择卡片上的球员，他们赢得彩票的概率都不

会受到影响，因为袋子里的卡片是随机抽取的。然而，当实验者向被

试提出要购买他们的卡片时，那些自己选择卡片的被试所开的价钱平

均是那些随机分配卡片的被试的4倍之多。在被试接受询问的时候，没

有人提到自由选择球员会影响到他们赢得彩票的概率，但他们的行为

却好像在说这种影响是存在的。

在另一个令人震惊的实验中，Langer和Susan Roth（1975）能够

让耶鲁大学的本科生相信他们对抛硬币结果的预测能力是在平均水平

之上或之下。这是如何做到的呢？在实验中，被试会得到一个虚假的

反馈，知道自己的表现与机遇水平差不多——猜30次对了15次。但是

实验者操纵了被试在30次猜测中是前面对得多还是后面对得多。实验

结果与首因效应（primacy effect）[或锚定和调整（不足）效应]相

符，前面对得多的被试倾向于认为他们在预测方面是“在平均水平之

上”的，而后面对得多的被试则判断自己比较差。（显然，由于随机



波动的缘故，在30次那么少的情况下，预测抛硬币结果的成功概率是

不可能保持不变的。）此外，“超过25%的被试报告自己的预测表现会

受到分心物的干扰，而40%的被试认为预测表现可以通过练习来提

高。”因此，人们不仅在行为上会表现得他们好像可以控制随机事

件，也直接表达出他们有意识的想法，认为这样的控制是一种能力，

和其他能力一样，会受到分心物的干扰，还可以“熟能生巧”。重要

的是，要知道这些被试都来自于世界上顶尖的大学，但是他们仍然认

为预测抛硬币的结果是涉及某种能力的，而非纯属运气。

此外，就像心理学的大多数日常应用一样，赌场和彩票经理这样

的从业者对于这些原则已经有了一些直觉性的了解。许多有关概率的

商业博弈常常会包含一些欺骗性的技巧元素，这些有意设计出来的元

素，用以迷惑玩家，使他们误以为自己在这些博弈中可以有控制的能

力和机会。在许多国家，彩票玩家可以自行选择下注数字，而在彩票

中也常常会有一些广告语，令玩家相信彩票是与能力相关的：“打出

全垒打，赢得大联盟奖金”、“只要买个保龄球，你就能成为赢

家。”

控制错觉还会导致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那就是我们更偏爱开车

而非坐飞机。这个（从生存角度来说）非理性的习惯，至少部分原因

是因为我们认为开车相比坐飞机“更有控制感”。实际上，在一次越

洋飞行中丧生的概率与开车20公里丧生的概率大致相等——许多时

候，只要你到达了机场，就意味着旅行中最危险的部分已经结束了

（Sivak & Flannagan，2003）。根据Gerd Gigerenzer（2006）的估

计，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中，除了3 000名直接受害者之外，其

后由乘飞机改而选择开车的转变，额外导致了1 500人死亡。

控制错觉研究中最有趣的研究之一表明，在现实世界的投资情境

中，控制错觉与随后的不佳表现存在联系。四名英国金融学专家请四



家投资银行的交易员玩一个计算机游戏，在这个游戏中，游戏者试图

去影响一个虚拟的投资指数（Fenton-O’Creevy，Nicholson，

Sloane，& Willman，2003）。实际上，指数的变动完全独立于这些交

易员的行动——指数是随机的，有一个微弱的增长趋势。这些交易员

进行了四轮游戏，然后对自己在拉升指数方面所做的贡献进行评估

——因为指数的变动与交易员的行为无关，因此这个问题测量的是个

体的控制错觉。平均来看，交易员们都陷入了这样的错觉中，他们均

认为自己确实影响到了指数的变动。更为有趣的是，交易员的控制错

觉水平与其收益以及上司对其才能和绩效的评价呈负相关。控制错觉

程度更强的交易员的收益大大少于那些更切实际的交易员（差异金额

在10万美元的量级上），对所在银行的利润贡献更少，上司对他们在

风险管理、分析能力和人际技能方面的评价也更低。

7.3 看到并不存在的因果结构

代表性和基于情景的思维导致的恶果就是使我们看到一些并不存

在的因果关系或结构（即非随机性）。这是因为，我们对于随机性的

朴素概念中包含了过多的变化，于是，哪怕某个过程代表了一个理想

的随机试验，我们对随机性的错误概念也往往会让我们认为这个过程

不是随机的。让我们考虑一个再简单也再熟悉不过的随机过程——抛

硬币，如果要求人们“表现得像一枚硬币”，自行生成一个序列，包

含正面反面的抛硬币结果，这个序列要反映出一枚“公平”硬币（这

里的“公平”是指抛出正反面的概率相等且多次抛掷结果互相独立，

详见附录A.2。——译者注）所抛出来的典型结果，那么大部分人所生

成的序列中都会包含过多的交替——非随机性地出现过多的正面-反面

和反面-正面的变换。[在不同的结果序列中选出“真实硬币”的任务

中，人们也表现出了同样的偏差（Lopes，1982）。]代表性之所以在

其中产生影响，是因为当我们需要对随机和非随机的事件“发生器”



进行区分时，会依赖于我们对随机过程的刻板印象（就和我们对女权

主义者、银行职员或艺术史专业学生的刻板印象一样），采用相似性

来判断或生成一个序列。因此，当我们遇到一个真正随机的序列时，

就很容易会因为它看起来不够随意杂乱（因为它出现的交替少于我们

对一个随机序列的错误刻板印象）而断定它是非随机的。

假设你用一枚公平的硬币（从你自己的口袋里拿出来的）来玩

Langer和Roth（1975）的抛硬币游戏。抛了8次之后，你尝试要预测下

一个结果是正面还是反面。值得注意的是，之前硬币每次都是得到正

面，一连8次正面。如果你和大多数人一样，那么你会感觉第9次出现

反面的可能性更大（你感觉“应该这样”），甚至可能会下点赌注在

反面上。这种感觉还有一个例子，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一个并不正确

的赌博建议：“在拉斯维加斯，如果你看到一个轮盘赌连着3次以上都

停在红色，那就押黑色，稳赢。”人们对这样的说法甚至可以讲出其

原理：连续9次正面（或红色）的情况非常少见，几率显示这几乎不可

能发生[对硬币来说是（1/2）9，即1/512或大约0.002的概率，轮盘的

概率则更小]，因此如果你连续8次出现某一面，那么连续9次出现可能

性会很小。这样的直觉和推理称为赌徒谬误（gambler’s fallacy）

——这种观念认为，如果一个（独立随机的）事件有一段时间没有发

生，那么就该说“这个事件发生的时机已经成熟了”。硬币和轮盘都

没有记忆，在一个序列中每次事件发生的几率都与其他所有事件互相

独立，因此出现反面或红色的概率是恒定的。

许多人都相信空难是接二连三“扎堆”发生的——祸不单行。[笔

者认识的一位临床心理学家将这样的巧合作为“荣格共时性”

（Jungian synchronicity）的证据。]Russell Vaught和Dawes从美国

联邦航空局那里获得了1950年至1970年各家航空公司空难的所有数

据，对空难发生的间隔天数进行了考察。一个完全随机的模型假定，

在任意一天发生空难的概率是恒定的p，于是从某次空难发生之后算



起，考察第二次空难发生的概率。在紧接着的第一天发生第二次空难

的概率为p，而在第二天发生第二次空难的概率则为（1-p）p，因为紧

接着的第一天必定是没有发生空难，随后在第二天发生空难。[请注意

（1-p）p小于p，这个结果对一些人来说是与直觉相反的，也许可以类

比第5章中“女权主义的银行职员琳达”。]以此类推，第二次空难发

生在第一次空难后第三天的概率为（1-p）（1-p）p = （1-p）2 p，

第二次空难发生在第n天的概率为（1-p）n-1 p。

Vaught和Dawes（未发表研究）对所有的空难和所有毁灭性的坠机

事件分别进行了考察，发现基于p值恒定的随机理论模型的拟合程度接

近完美。那么空难看起来会“扎堆”发生，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当

j〈k时，（1-p）jp〉（1-p）kp，所以真正的随机序列确实包含了事

件的“扎堆”。问题在于代表性思维会引导我们断定这样的随机模式

是非随机的，相反，我们会假设出一些诸如“势头”这样的正反馈机

制来进行解释（采纳“荣格共时性”假设的人是少数）。举例来说，

虽然像“乐极生悲，否极泰来”这样的箴言可能是对的，但是我们也

能找到一些反驳证据，在那些成功概率很高的人或组织身上我们会发

现连续成功的模式，或在那些失败概率很高的人或组织身上看到连续

的失败——哪怕这样的模式来自于独立事件。

有一个情境，人们在其中清楚看到的模式在数据中并不存在，这

就是篮球比赛中的热手现象（hot hand phenomenon）。热手并不纯粹

是指有些球员的投篮比其他球员更为精准，而是指一种（人们假设出

来的）正反馈表现过程，即球员在得分后更容易得分，失分后接着失

分。（请注意，同样的词语“热手”也用来形容成功的骰子赌徒，尽

管根据一般的常识，我们都知道在正常运行的游戏中，赌徒们无法控

制骰子滚动的结果。）Tom Gilovich、 Robert Vallone和 Amos

Tversky（1985）以实验证明了热手效应并不存在，对一个球员来说，

某次投篮命中之后紧接着投篮再命中和投篮不中的可能性差不多。至



少，无论是费城76人队的原地投篮、波士顿凯尔特人队的罚球，还是

作为实验控制组的康奈尔大学校篮球男女队的原地投篮，都没有发现

有关热手效应的证据。但是，球员对自己投篮命中与否的预测则出现

了热手效应，即便他们的实际表现并不存在这样的效应。一个球员之

前刚刚投进2到3个球后再次投球，其成功率是不是会高于之前没投中2

到3个球的时候？在一个针对一群篮球运动员和体育记者的调查中，

90%以上的人回答“是”。

Jay Koehler和Caryn Conley（2003）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分析

了美国职业篮球比赛4年远投大赛的情况，从中寻找非随机的模式。在

这个比赛中，NBA中投篮命中率最高的投手们要在60秒的时间限制内在

三分线外（从球场的这个区域投篮命中可得3分而非2分）尽可能获得

高分。这个研究同样没有发现有任何非随机的证据。即使研究者在分

析中特别考虑了转播解说员所提到的“热手”，也还是没有出现这样

的模式。值得注意的是，在其他一些诸如保龄球、射箭、台球和高尔

夫这样的运动中，一些非随机的连胜或连败得到了证实，这说明如果

在数据中确实存在这样的模式，统计分析足以敏感地将其捕捉到的。

（这里看起来似乎存在一个更大的假设：在非互动的、均匀场地的运

动中，球员的表现中会出现一些微妙的序列效应；而在无序的、球员

之间正面接触的互动型运动中，就不存在这样的模式。）

这些研究并没有证明篮球比赛中热手效应的普遍不存在性（如果

你考虑这个问题，你觉得证明存在和证明不存在哪个更困难？），不

过这些结果暗示我们，如果热手效应存在，这个效应也是很小、很罕

见、很不可靠的。要说任意一组具体的数据都是随机的，未免牵强，

因此比较站得住脚的说法是，生成这批数据的过程是随机的，也就是

说，数据的观察者无法获得必要的信息来对数据中的事件进行任何程

度的具体预测——对观察者来说，概率或随机过程就是对这批数据的

最佳描述。热手效应这个例子会让人备感惊讶，因为对人们来说，这



样一个因果过程似乎很容易就能想象出来，能够产生预期（可惜观察

不到）的模式。举例来说，有一个对Gilovich等人（1985）和Tversky

和Gilovich（1989）的观点的回应，认为他们没有发现隐藏在数据中

的真实的热手效应模式，其原因在于他们忽略了得分的时机。Patrick

Larkey、Richard Smith和Jay Kadane（1989）发表了一篇重新分析这

些研究数据的文章，其中的数据只包含那些在时间相距很近的情况下

的连续得分。他们发现有一个球员，底特律活塞队的“微波炉”文尼

·约翰逊，他的表现偏离了随机模型，“微波炉”这个绰号正是来源

于他连续得分的名声。然而，Gilovich等人（1985）在反驳中指出，

重新分析数据只发现了一个“热”球员，并且他的连续得分情况之所

以在统计上达到显著，完全是依靠了一个连续7次得分的情况。随后他

们进一步指出，回顾原始的比赛录像，并没有发现连续得分7次的情

况，事实上，那一次是“微波炉”连续得分4次，然后在1次投篮未中

后抢下篮板补中，之后又得分1次。纠正了这个数据收集上的错误后，

连“微波炉”也没有偏离随机模型。

如果有一个病人连续3周情况良好，是否就意味着针对他的疗法是

成功的？连续3周情况不良是否意味着失败（或者乐观一点说是“开始

出现问题”）呢？球队连输3场是否意味着教练要下课？某公司连续3

个季度业绩下滑是否就意味着CEO要下岗？不，抛硬币的时候区区3次

连续正面并不能说明这个硬币是被人动了手脚的。然而，了解某个人

成功与否的基础率（尤其在这几个星期或季度的表现之间完全无关的

时候还要去预期比实际更多的交替变化），使得人们极有可能去推测

在这样的连续中存在因果因素，尤其是一些与行动者自身行为存在关

联的因素。[还有一个解释的角度：在日常表现中，我们比较容易看到

的那些“热”或“冷”模式，其关键因素是不是在这些情况下“连

续”击中或漏过具有知觉突显性？在球迷们热烈讨论“热手”的那些

职业篮球比赛中，投篮命中的成功率大大高于50%，因此，连续“命

中”会比较寻常，从而与我们所预期的较多转换（命中未中和未中-命



中转换）相违背。如果换作是在棒球击打中，球迷谈论更多的是“低

谷”，因为棒球平均击球成功率远远低于50%，所以连续“漏击”就会

变得更为明显。]

为 什 么 我 们 会 期 望 有 过 多 的 交 替 变 化 ？ Tversky 和

Kahneman（1974）将这种预期归因于我们的错误信念，即认为哪怕是

很小的序列也必须要能代表总体，也就是说，我们框出来的很小一部

分事件的比例也必须匹配（或代表）总体中的比例。举例来说，抛硬

币的时候，我们知道可能序列的总体中正面数量应占50%，因此我们会

预期在一个抛4次的样本中，也是有50%的正面。当每次抛掷互相独立

的时候，就会比实际情况需要更多的交替。（极端情况下，2次抛掷的

序列中如果要50%的正面，则需要每次正面都是接在一个反面之后，反

过来亦是如此。）在这里，代表性思维使我们从对模式的关注变成对

特征的关注，而不是从特征到模式。然而，无论是特征还是模式，这

种基本的信念同样都源于相似性匹配，也就是联系。此外，这个效应

也会受到我们相对狭窄的注意广度的影响——我们希望自己能记住或

想象的较短序列是具有代表性的。

考虑下面Tversky和Kahneman（1974）的研究中的一个问题：

有调查访问了一个城市中所有生育6个孩子的家庭。在其中的72个家庭中，男孩和女

孩的实际出生顺序是“女男女男男女”。那么根据你的估计，实际出生顺序为“男女男男男

男”的家庭数量为多少？实际出生顺序为“男男男女女女”的家庭数量又为多少？

几乎每个人（80%以上的回答者）都判断后面两个序列比第一个序

列的可能性要小。然而，所有实际序列都具有相同的可能性（任意实

际序列的概率都为0.5×0.5×0.5×0.5×0.5×0.5，即0.015625，差

不多相当于在1 000个生育6个孩子的家庭中每种序列上会有16个家

庭。）为什么人们会有一种很强烈的直觉认为“女男女男男女”的情

况更多？因为这个短序列捕捉了我们关于随机过程的所有直觉：这个



序列表现出正确的比例（一半男孩，一半女孩），并且看起来是随意

的，有许多交替的情况——一句话，这个序列看起来“确实很随

机”。（这种序列也和我们对于一个普通篮球运动员的命中失误情况

的预期差不多，即命中和失误并没有很长的连续性而是不断地交替变

换，因此当我们看到一个球员的表现有许多连续的命中时，我们会倾

向于说：“这不可能是随机的，这个球员绝对是‘打热了’。”）与

之相反，第二个序列看起来可能性就不那么高了，因为它的出生比例

不对（男孩太多），违反了小数定律，而第三个序列虽然比例上没问

题，但是看起来太整齐了（连续3个男孩，然后连续3个女孩）。

有时候，这种对于随机序列交替的信念（因为上6次轮盘赌结果都

为黑色，所以确信“红色应该来了”这样的赌徒谬误）会走向一种荒

唐的极端。举例来说，请看下面“亲爱的阿比”这封信的开头：

亲爱的阿比：我和丈夫刚刚有了我们的第八个孩子，又是一个女孩，我现在真的非常

失望。我的小女儿很健康，我想我应该感谢上帝，但是阿比，这个孩子应该是个男孩，医生

也告诉我说，根据平均律，这次我们心想事成的可能性是100比1。

人们倾向于看到或推断出一些完全不存在的模式（或因果关

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V-1和V-2导弹轰炸伦敦的事件就是一个

很“形象”的例子。伦敦报纸刊登了轰炸地点的地图（见图7.1），市

民们立刻就看出了一些集中打击的地点，并且将这些信息作为参考来

解释敌军的意图。他们是如何来解释自己所看到的这些模式的呢？英

国市民们推论，他们所看到的打击模式反映出敌军有意避开某些区

域，而这些区域正是德国间谍的藏身之处。然而，古典概率模型分析

的结果证明，这些打击地点与一个随机泊松过程生成装置所模拟的结

果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说，没有任何理由能推断在这个模式背后存

在着一个系统性的动机或因果关系（有关的数学分析参见William

Feller经典的教科书《概率论及其应用》）。



图7.1　伦敦V-1和V-2炸弹命中模式

从地理图式中推断因果关系的倾向还有一个很现实的例子，是有

关“癌症集群”癔症的心理学。在过去的20年中，有关某些社区中癌

症发病率奇高的报道越来越多（见Gawande，1999）。当一个社区注意

到当地的癌症发病数量不同寻常时，自然而然就会想要在环境中寻找

原因——水、陆地或空气中的某些东西，但如果对被隔离的癌症高发

地进行调查，却往往一无所获。面对局部地区不断上升的癌症率，一

些公共卫生机构每年开展了数以千计的“热点追踪”研究。但（在

1999年）加利福尼亚首席环境健康调查员雷蒙德·理查德·尼特拉指

出，在成百上千的此类公开调查报告中，没有一个明确地指出了某种

环境因素（引自 Gawande，1999）。在这些调查中，只有一个调查发

现了一个不明致癌物质。尼特拉指出，在美国公共卫生署有80种不同

的典型癌症登记在册，根据概率论的预测，在加州5 000个普查统计报

告中，你能够在其中2 750个报告中观察到某种癌症的发病率在统计上

显著过高，但这种情况只是随机的结果。因此，如果检查一下你的邻



居们在那80种癌症上的发病率，那么有0.50以上的可能性他们会至少

在某1种癌症上的发病率显著过高——但是这样的发现与一个假定没有

任何环境因素参与的随机影响模型是完全一致的。艾伦·本德（引自

Gawande，1999）是明尼苏达州卫生部门的一名流行病学家，他对这些

由社区癌症集群所引发的热点追踪调查作如是评论：“实际上这完全

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

但是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来维持公众信任，并发现真正的环境卫生

风险呢？事实上，一个随机概率模型与我们观察到的模式相一致，并

不能证明其中不存在因果关系——这又回到了那个问题：“你怎么能

证明这个效应完全不曾存在于任何地方？”但是我们会将这些事件的

重要性情感化和符号化，浪费大量的公共资源去应对，并且错误地发

现了集群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的许多相关。对个人集群进行分析，并且

寻找这些集群与某些（任意）环境因素之间的关联，这样的策略被流

行病学家们称为德州神枪手谬误（Texas sharpshooter fallacy）。

这个说法源自一个火枪手的故事，这个火枪手朝着一个谷仓的墙壁射

了一串子弹，然后在这些弹孔周围画上一圈圈的靶心。在这种情况

下，我们需要接受那些统计专家们的意见，只有在之前已经有充分的

理由假设出一种环境因素，或者确实存在极为不同寻常的统计模式

时，才对之做出反应。一个广受关注的癌症集群案例发生在马萨诸塞

州的沃本恩，在同名为《法网边缘》的图书和电影中均有详细描述。

这个案例最终也没有发现由瑞利皮革厂排放的污染物与工厂周围居民

的癌症病例之间存在科学可靠的因果关系。

7.4 趋均数回归

对含有随机（未知因素）成分的事件进行代表性思维还会带来一

个问题，就是会使我们做出一些非回归预测。要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



样的情况，我们首先要了解什么是回归预测。

假设一些父亲的身高都非常高，那么平均来说，他们的儿子也会

是高个子，但是会比他们的父亲要稍微矮一点。同样，特别高个儿子

的爸爸平均也会比他们的儿子矮些。我们看图7.2中，首先，横轴表示

父亲身高，纵轴表示儿子身高，椭圆表示“数据”，我们以那条垂直

实线代表高个父亲，这条线与椭圆形成上下两个交点，而因为儿子的

身高在垂直维度上的分布可能并不是绝对对称的，会朝矮个儿子的方

向有一个长尾，因此，高个父亲的儿子平均身高就可能在水平虚线的

位置，即那条标有“高个父亲的儿子身高均值”的虚线。这样通过考

察一个典型的“高个父亲”，我们就能由一个简单的逻辑来确定这些

父亲的儿子的平均身高，结果显示这个均数出现了“回归”——也就

是说，儿子的身高相比这些父亲的极端身高，变得不那么极端了。d与

D’之间的差异就是这个数据集的回归程度指标。如果我们从“高个儿

子”入手，会发现一个完全一样的反转模式，水平实线表示“高个儿

子”，由垂直虚线向交于轴（x轴）的那一点，即为高个儿子的父亲的

平均身高。

英国科学家高尔顿（1886）第一个发现了这一关系，他将其命名

为“后代趋中回归”（filial regression towards mediocrity）

（p.246）。一开始，他认为这种关系来源于某种遗传过程，这种遗传

过程使有机体朝着平均属性转变，但是在考虑了逆转关系（时间上倒

转）后，他得出结论，认为这是所有相关关系中都存在的统计属性。

图7.2解释了这种关系，你看到的就是一个简单的趋均数效应。因为父

亲和儿子的身高并不完全相关（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所以就存在回

归。非回归预测（non-regressive prediction）是指人们存在这样一

种倾向，即忽略一些隐蔽的回归关系，而预测极端值会与一些异常极

端值相联系——就如我们马上会看到的那样。



我们来考虑另外一个例子[来自Quinn McNemar（1940）的工作，

Quinn McNemar是一位心理学家，也是最早指出这个统计结果并说明其

对人类行为研究的启示的学者之一]：假设在一家孤儿院中对所有的孩

子进行一项智力测验，施测两次，期间相隔一年。再假设两次测验的

群体均数和标准差都相同，但是两次测验分数之间并不完全相关（实

际相关大约在+0.80）。现在只考虑那些在第一次测验中得到高分的孩

子：他们第二次的测验分数平均来看会低一些。（因为相关系数低于

+1.00，我们预期其中会有一些变化；因为两次分数的分布是相同的，

因此第一次测验中的高分者平均说来一定会在第二次测验中稍低一

些。）那些最低分的孩子同样如此：第一次测验的低分孩子在第二次

测验中平均分数会高一些。如果我们将时间逆转，从第二次测验看到

第一次测验，结果又会怎样呢？答案是同样的，这种关系也能够成立

——极端分数会变得不那么极端。趋均数回归对于不完全相关的量化

变量来说是必然的。



图7.2　统计回归解释

也许最容易理解回归的方式是考虑完全回归的极端情况。抛8次硬

币，随后重新再抛8次。无论第一个序列中有几次正面，第二次序列中

正面次数的期望（平均）都为4，因为硬币是没有动过手脚的，所以第

一个序列中的正面次数与第二个序列中的次数是完全不相关的——因

此就是取平均，也就是4，这是完全的趋均数回归。随着变量之间的预

测力提高，回归程度就会降低。举例来说，平均而言，非常高的父亲

所生的儿子都高于普通人，但是不如他们的父亲高。只有当一个变量

完全能由另一个变量预测的时候，才不存在回归。事实上，标准相关

系数（的平方）可以很简单地定义为一个变量由另一个变量进行线性



预测的非回归程度。趋均数回归的技术定义为完全相关（即+/-1.00）

与线性相关之间的差异：

回归 = 完全相关-相关

在日常判断中，有许多例子证明我们会忽略趋均数回归。我们常

常会惊讶于为什么在一次华尔街的突出业绩、一部热门电影、一支榜

首歌曲或一次比赛优胜之后人们就表现平平了。《体育画报》封面厄

运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读者们发现，每当一个运动员或一支球队上

了《体育画报》的封面（这常常是因为他们取得了一些优异的成绩）

之后，这个人或这支球队就可能会表现低迷，或者遇到其他一些不

幸。统计分析更是强化了这种印象，而球迷们则为这样的现象提出了

许多看似合理的解释——这个运动员因为出名而骄傲、因为媒体的追

逐而分心，等等。当然，我们知道大部分（即便不是全部）的“效

应”其实是因为人们选择了极端事例并观察到了趋均数回归，“选择

性极端事例”这样的解释就已足够，不需要再加入其他特别的解释

了。

霍雷斯·赛克雷斯特在1933年的《商业中庸才的胜利》一书中举

了一个学术方面的经典例子。赛克雷斯特的观点是，成功和不成功的

企业“都会走向平庸”，这个观点通过上百幅企业业绩图得到证明。

这些图显示，在第一年选出的业绩处于两极的公司中，最为成功的那

部分企业之后会变得不那么成功，而最初最不成功的那些企业则会慢

慢向成功的方向发展。杰出的统计学家Howard Hotelling对此评论

道：“这种表面上的汇聚情况是一种由分组方法导致的统计谬误，这

些图表最多只能证明各组企业的比例会产生波动。”他指出，要验证

数据是否真的出现趋向于中间的汇聚，应该考察各组企业之间的方差

是否随时间持续降低——但在这个研究中并没有考察。同样的错误也

出现在彼得斯和沃特曼在1984年的畅销书《追求卓越》一书中。这两

位管理咨询师挑选了43家业绩优异的公司，评述了一些能够使这些企



业走向“卓越”的突出特点，但5年之后，《商业周刊》的封面故事

《哎呀，现在谁还是卓越的？》指出，在最初那些因为卓越而入选的

公司中，超过三分之一正面临财务危机或破产。

在许多案例中，我们都非常关心各种改善绩效的方法所产生的效

果——对成绩不良的学生进行课程辅导、奖励业绩突出员工、为身体

欠佳者补充营养等。在这里，我们再次遇到这个问题，需要将这些方

法实际产生的效果和单纯的回归作用区分开来。这个问题只存在于极

端事例中，有些随之而来的错误是非常隐蔽的。比如在二十世纪六十

年代中期，当Daniel Kahneman（Tversky & Kahneman，1974）向以色

列国防军的飞行教官们解释奖励比惩罚具有更好的激励作用时，一个

教官向Kahneman提出了反对意见。

尊敬的先生，您所说的只对实验室里的小鸟有用。我常常热烈地表扬出色完成飞行练

习的士兵们，但是下一次他们几乎都会做得比前一次差；而当士兵们表现得很差时，我会对

他们发火，于是下一次他们的表现基本上都会进步。别告诉我奖励有用而惩罚没用，我的经

验正好相反。

这位飞行教官看到的就是一个回归效应。人们在“出色完成飞行

练习”后会倾向于做得没那么好，这是因为一次表现与下一次表现之

间并不是完全相关（同样，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每次“表现得很

差”之后同样会有所进步——同样只是因为每次表现之间并不是完全

相关的。（要在某个学期获得“学业进步”奖，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前

一个学期的成绩在班级里接近垫底，而得到“后进生”称号的方法就

是在某次能力测验上得个高分。）遗憾的是，就像飞行教官的故事一

样，许多不了解回归效应的教师也许就会系统性地认可惩罚的作用

（因为极端的不佳表现会朝着较好的方向回归）而对奖励失望（因为

极端的出色表现会朝着较差的方向回归）。（事实上，要说明为什么

一些像飞行教官这样的人会偏好用惩罚而非奖励作为一种行为操控的

手段，回归效应的解释就足够了。）



我们对这些不可避免的回归效应视而不见，这还会带来一个令人

不快的副作用，那就是，我们对于一些通过解雇教练或CEO来获得成功

的干预方式存在过度自信。考虑这样一种典型的情境：在某个赛季的

上半赛季，某支球队表现得特别糟糕，球队老板于是决定解雇教练，

在随后的下半赛季，球队的表现转好了。我们应该将这种改善归因于

解雇并替换教练，还是归因于简单的回归效应呢？毕竟总体来说，赛

季中段解雇教练这样的事情往往是在球队表现极为糟糕的情况下发生

的。因为我们缺少这样一个随机解雇教练的实验（而且这样的实验不

太可能实现），所以无法确定到底是哪种因素在起作用。但是谨慎的

统计分析一致显示，大部分的进步都是因为回归作用（Koning，

2003），解雇公司经理人的情况同样如此。（体育运动中的实际情况

是这样的：如果一个球队在某个赛季的上半段表现非常差，通常很可

能是因为他们遇到的对手都是一些强队，而后半赛季往往就会遇到一

些弱旅，从而更大程度地夸大了替换教练所带来的作用。）

应对回归效应的理性方式是，在做出预测的时候把“回归”考虑

进来。因此，当我们需要或想要评估差异（比如，应该奖励“优秀表

现”还是改善“糟糕表现”）的时候，要比较实际值和预测值

（predicted value）——不要用两次测量中的实际值来进行比较。举

例来说，当我们要比较一个病人在时间点1和时间点2上的MMPI测试得

分，以此考察这个病人的“进步”时，首先用相关的方法由各个得分

得到每个病人在时间点2的一个（回归的）预测分数，然后将时间2的

实际得分与这个预测分进行比较，而不是比较时间2和时间1的实际得

分。否则的话，那些在时间1上（病理）得分较高的病人们可能会被误

判为“进步”了（“他们的分数已经无法再高，只能往下走”），而

那些MMPI得分正常的病人可能会被误判为治疗不起作用。遗憾的是，

代表性思维就会使人们在不做回归的情况下直接比较差异，这显然会

导致错误的结果。举例而言，“最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在症状改善方

面得分最高的人……正是那些最初症状最为严重的、最没有希望用保



守疗法的人”（Dawes，1986）。（道斯在其作为一名临床心理实习医

生时，他请医院的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将一些出院的病人划分为进

步程度高于平均和低于平均两组，结果那些归类为进步程度高于平均

的病人，都是住院期间在各种MMPI测试中得分较高的人——相对于大

部分接受治疗的病人来说，其得分差异显著。）

我们试图评估一些用来提高绩效的干预手段（比如飞行教官试图

用惩罚糟糕表现的方式来提高学员表现）是否成功时，趋均数回归就

特别容易蒙蔽我们的判断。如果采用干预手段是因为“我们出现了问

题”，就意味着我们很难清楚地了解干预手段的效果。比如，在发生

惨绝人寰的交通事故之后采用一个严格的交通管理计划、在公司几次

糟糕的业务表现之后聘请一个新的CEO、在连输几场比赛后换一个新的

教练，这些情况下我们都不可能准确地评估其中的因果关系。干预手

段能否起到改善的作用，这一点存在偶然性，而几乎可以确定的是，

其中一部分或绝大部分的效应来自于趋均数回归。

7.5 关于我们无法接受随机性的反思

前面所描述的判断中的一些错误，对我们来说可能已经不是那么

出人意料了。赌场经营者们花了几百年的时间来美化坑人的概率游戏

的形象，就是为了引诱那些不够警惕的顾客，我们怎么能精明过他们

呢？同样，在哪些条件下（在某些体育项目中）确实会出现连胜的情

况、而在哪些类似的情况下则不会出现，球迷们又怎么会分得清楚

呢？我们就是会看到很多实际不存在的因果结构，面对许许多多自然

发生的情景时会想象自己在其中有更多的控制能力，为什么会存在这

种普遍倾向？这依然是一个让人疑惑的问题。在下一章中，我们会介

绍一个良方来应对这些难以根除的坏习惯——像一个概率理论家那样

思考。



参考文献

Bayer, D., & Diaconis, P.(1992).Trailing the dovetail

shuffle to its lair.Annals of Applied Probability, 2, 294-

313.

Bilefsky, D.(2008, April 26).Serbia’s most famous

survivor fears that recent history will repeat itself.New

York Times.Retrieved June 20, 2009, from

http://www.nytimes.com/2008/04/26/world/europe/26vulovic.html

Dawes, R.M.(1986).Representative thinking in clinical

judgment.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6, 425-441.

Diaconis, P., Holmes, S., & Montgomery, R.

(2007).Dynamical bias in the coin toss.Society for Industrial

and Applied Mathematics Review, 49, 211-235.

Feller, W.(1968).Introduction to probability theory and

its applications (3rd ed.).New York: Wiley.

Fenton-O’Creevy, M., Nicholson, N., Sloane, E., &

Willman, P.(2003).Trading on illusions: Unrealistic

perceptions of control and trading performance.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76, 53-68.

Galton, F.(1886).Regression towards mediocrity in

hereditary stature.Journal of the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5, 246-263.



Gawande, A.(1999, February 8).The cancer-cluster myth.New

Yorker, pp.34-37.

Gigerenzer, G.(2006).Out of the frying pan into the ire:

Behavioral reactions to terrorist attacks.Risk Analysis, 26,

347-351.

Gilovich, T., Vallone, R., & Tversky, A.(1985).The hot

hand in basketball: On the misperception of random

sequences.Cognitive Psychology, 17, 295-314.

Hotelling, H.(1933).Review of The Triumph of Mediocrity

in Business.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28, 463-465.

Kareev, Y.(1992).Not that bad after all: Generation of

random sequences.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Perception and Performance, 18, 1189-1194.

Koehler, J.J., & Conley, C.A.(2003).The “hot hand” myth

in professional basketball.Journal of Sport & Exercise

Psychology, 25, 253-259.

Koning, R.(2003).An econometric evaluation of the effect

of iring a coach on team performance.Applied Economics, 35,

555-564.

Langer, E.J.(1975).The illusion of control.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2, 311-328.



Langer, E.J., & Roth, J.(1975).Heads I win, tails is

chance: The illusion of control is a function of the sequence

of outcomes in a purely chance task.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2, 951-955.

Larkey, P.D., Smith, R.A., & Kadane, J.B.(1989).It’s

okay to believe in the “hot hand.”Chance, 2(4), 22-30.

Lopes, L.L.(1982).Doing the impossible: A note on

induction and the experience of randomness.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and Cognition, 8,

626-636.

McNamar, Q.(1940).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Iowa studies of environmental inluences on

IQ.Psychological Bulletin, 18, 63-92.

Meisler, S.(1977, December 30).Spain lottery-Not even war

stops it.Los Angeles Times, p.D1.

Oops! Who’s excellent now ？  (1984, November

5).BusinessWeek, 76-88.

Peters, T.,&Waterman, R., Jr.(1984).In search of

excellence.NewYork: Harper & Row.

Poincare, H.(1952).Science and method (F.Maitland,

Trans.).London: Dover.(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14)

Sagan, C.(1997).The demon-haunted world: Science as a

candle in the dark.New York: Ballantine.



Secrist, H.(1933).The triumph of mediocrity in

business.Chicago: Bureau of Business Research,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Sivak, M., & Flannagan, M.J.(2003).Flying and driving

after the September 11 attacks.American Scientist, 91, 6-8.

Tversky, A., & Gilovich, T.(1989).The -hot hand-:

Statistical reality or cognitive illusion.Chance, 2(4), 31-

34.

Tversky, A., & Kahneman, D.(1974).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 Heuristics and biases.Science, 185, 1124-1131.



第8章　理性思考“不确定性”

当今的逻辑学只擅长于分析确定的、不可能的或完全不确定的事情，而这三类事情其

实都没有分析的必要（谢天谢地）。因此，这个世界真正的逻辑在于概率计算过程，即一个

理性者头脑中认为概率是多大，或应该多大。

——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1831~1879），英国物理学家、数学家，他提出

的理论将光和电统一起来，其成就与牛顿齐名

8.1 面对偏差，我们该怎么办

尤利塞斯在听到塞壬的歌声之前就聪明地把自己绑在了桅杆上

[1]。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害怕塞壬，而是因为害怕自己对塞壬歌声做

出的反应。于是，他事先做好了防范措施。同样，自动化思维造成的

认知偏差就像海妖的歌声，以一种可预知的方向，将我们的判断引入

歧途。我们必须采取预防措施，避开这些未经审视的判断所设下的圈

套。

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教会读者对判断过程进行分析性思考。我们

认为，要系统地分析一个判断，最好的方法就是学习一些概率论和统

计学基础知识，并将之应用于重要的判断过程。拉普拉斯[2]有一句著

名格言：“概率论本质上只是一些计算方面的常识（p.196）。”其

实，任何学过或者教过概率论的人都会知道这句话肯定是错误的，因

为概率论的发明只不过是近期的事情，而且我们的头脑似乎天生就不

是按这些概念来思考的，何谈“常识”？本书的前七章可以理解为是

对违背（有时甚至是根本抵触）概率论的认知习惯所做的总结。本书

附录中提供了一些基本概率论基础的总结，而在本章中，我们将辅之

以具体事例来阐述概率思想的本质。



曾有人尝试训练人们不要根据代表性来思考，或者不要受可用性

或其他偏差的影响，但是多数情况下都不太成功。我们在思考过程中

在事物之间建立简单联系的情况实在是太普遍了，以至于早期英国的

实证主义者认为这种“联系”是我们思维的基础单元。再者，基于经

验来做判断是十分合理的，而且对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

所以，我们需要另一种方法，能在必要的时候，至少是在我们做

重要判断时，将我们从依赖直觉、联系、启发式的歧途上引导回来。

预防偏差的其中一个选择是利用外部帮助。例如，一个临床心理学家

能够在纸上、在电脑里记录案例（例如，自杀威胁），然后利用符号

公式或图表来编码数据以估计案例发生的频率。把度过的每一周用一

个简单的图表来区分“好”或“坏”就可以揭示出或者否定一个模

式。又或者仅仅记下基础概率、尝试去应用基本的概率论，也能够避

免很多不理性的判断。

我们在本章中将要举例说明如何利用外部帮助，而利用这些外部

帮助的最大阻碍是说服我们像尤利塞斯那样对自己采取预防措施。自

我施加的外部约束实际上更能增加我们的自由度，因为它能使我们从

一些可以预见的、讨厌的内部限制中解脱出来——这个道理虽简单，

但不太为人们所意识。并非人人都能成为尤利塞斯。而这些内部限制

既可以是情感层面的也可以是认知层面的，这一观点更难以得到认

同。因此很多人认为，让自己的判断建立在“纯数字”或图像或计算

机结果的外部帮助上是一件令人极其厌恶的事情。事实上，甚至有证

据表明，当存在外部帮助时，不少专家试图在这些外部帮助的预测之

上再根据自己的直觉去改进他们的判断，但结果呢？反而比不动脑地

相信外部预测更糟糕。可能性的估算的确只涉及纯粹的数字，但正如

Paul Meehl（1986）所指出的那样：“当你从超市出来的时候，你不

会打量一下你买的那堆商品然后问服务员：‘我觉得这些东西大概是

17美元，你觉得呢？’，你当然不会这样的，你会进行计算。”



（p.372）计算、跟踪记录和明确写下概率论推断的规则，能够极大地

帮助我们战胜由代表性思考、可用性思考、锚定-调整以及其他偏差引

起的系统性错误。如果能做到这些，我们甚至能够从经验中学到一些

东西。

8.2 开始用概率来思考

现代概率论起源于富有的贵族们雇用数学家来帮助他们赢得与熟

人之间的博弈游戏（就像第1章Cardano的例子一样，只不过他是给自

己建议）。概率分析最基本的规则应该是，告诫人们在分析过程中要

从全局视角审视情境（任何情境，包括掷骰子游戏、博得市的交通问

题、匹兹堡的犯罪问题甚至是膝盖疼痛的情况），然后定义一个包括

所有可能事件的样本空间，并确定这些事件间的逻辑关系。以上步骤

就是理性分析与那些以可用性、相似性、情景建构为基础的判断的分

歧所在：当我们根据直觉进行判断时，思维会被拖入一个有限的、有

系统偏差的可能事件的子集。例如在情景建构中，我们经常陷入情景

的细节，只注意到一个特定的（而且是荒谬的）结果路径。

Daniel Kahneman和Dan Lovallo（1993）指出，决策者倾向于强

调每个问题的独特性，并做“内部观察”（inside view）。他们提出

的补救办法跟本书一样，就是慎重地进行外部观察（outside

view），也就是说，把当前问题看做一系列类似问题中的一个，并将

概率思想应用其中。为了阐明外部观察的重要性，Kahneman讲了一个

他亲历的设计某个新课程的故事：

那个团队运作了一年，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在某次团队会议上我们的讨论转到

了这个项目还会持续多长时间这个问题。为了使讨论更加有效率，我请每个人在纸上写下他

们估计再要多少个月才能向教育部提交一份完稿。结果，大家（包括我自己在内）估计的时

间是18~30个月。此时，我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询问团队中的一个成员（他是课程设计的著

名专家）：“我们肯定不是惟一一个设计新课程体系的团队。你能不能回忆一下以往类似的



例子，想象其他团队也处于与我们现在类似的阶段，你觉得他们还需要多久才能完成项目

呢？”一段长时间的沉默过后，他用明显带着不安的声音说道：“首先，我得说并非所有处

于与我们类似阶段的团队都完成了项目，大概40%的团队最终放弃了。至于剩下的，我想不起

来有任何一个团队是在7年之内完成项目的，当然也没有多于10年的。”他进一步补充：“我

想不出我们优于其他团队的地方。不得不承认，根据我的印象，我们的资源和潜力似乎还稍

有点低于那些团队的平均实力。”（Kahneman & Lovallo，1993，p.24）

我想通过这个故事说明的是，如果判断时能够退一步做外部观

察，并从整体分布和概率的角度来思考，即便这一思考只是定性的，

也能使判断更为准确。如果能基于系统收集的数据和概率论中的定量

规律来思考的话，判断就会更好。

概率论用精确的术语来描述基本事件、事件集及它们之间的关

系。让我们从一个定义明确的例子开始：掷两枚骰子。首先，骰子朝

上那一面的数字可称为一个最简单的事件，比如“我掷出一个1”；第

二，两个简单事件的合取，比如“我两颗骰子分别掷出1和6”，（顺

序任意）；第三，两个简单事件的析取，比如“我掷出一个1或一个

6，或1和6同时出现”（有时这叫做“或”逻辑）。第四，条件事件，

就是某事件的发生以另一个事件的发生为前提，比如“当我掷出的两

个骰子点数合计为7时，其中一个为1”。如果两个骰子是均匀正常

的，我们就可以系统地描述共包括36种等概率事件的样本空间——你

掷一个骰子的结果可能是1到6中的任何一个数字，另一个骰子所得结

果也是如此，这样就共有6 × 6种可能的合取事件。

在明确了可能事件的样本空间后，我们希望知道简单事件和相关

事件在样本空间中的频率和概率。在理想化情境中，我们可以按逻辑

推导出骰子、扑克牌和其他可靠的赌博设备中的事件类别、频率和概

率。比如，因为骰子的六个面中有一面是1，因而我们说1出现的概率

是1/6；在36种情况中，同时掷出1和6共有2种情况，于是我们有2/36

的概率掷出这一合取事件；此外，我们有20种情况掷出一个1或一个

6，或者1和6，于是我们有20/36的概率掷出这一析取事件。最后，对



于条件事件“给定两个骰子和为7，而其中一个是1”，我们把条件限

制在“和为7”，则可以计算出“其中一个是1”的概率是2/6，因为共

有6个事件满足和为7，而在其中2个事件里有一个骰子被掷出了1。现

在我们考虑定义不那么精确的情形：假设我们想研究大学生的一些特

征。如果我们随机从芝加哥大学的学生中选出一个，那么选到女生的

概率是多少？2008年芝加哥大学有5026名学生，其中2513名是女生；

因而随机选到女生的概率是2513/5026，接近0.50。那么选到物理专业

学生的概率呢？有815名同学选择物理学作为自己的专业，所以随机选

择到物理专业学生的概率是815/5026，约为0.16。那么，选到一个物

理专业的女生的概率呢（这是一个合取事件）？ 共有211名同学既是

女生又学物理，因而概率是211/5026，约为0.04。若考虑到析取事

件，物理专业学生或女生这两个条件至少满足一个的共有3117人，其

概率为3117/5026，约为0.62。而物理专业中女生的概率呢（这是一个

条件事件）？我们只需考虑学物理的815名学生，然后求从他们中选到

女生的概率即可——其概率为211/815，约为0.26。这是另一个能准确

定义区分事件的例子（我们假设女性、物理专业都能被准确定义），

因此我们能够通过经验频率来推断概率（而不是像骰子那样通过理想

的、逻辑的频率来推断）。需要注意的是，反向的条件概率——即给

定女生这个条件而选到学物理的学生的概率（211/2513或0.08）——

与之前所说的给定物理专业为条件而选到女生的概率（211/815或

0.26）并不一样。一般而言，一个条件概率并不等于其相反的条件概

率，正如第5章所阐述的比例规则那样，例如，p（女生物理专业）≠

p（物理专业女生）。再考虑一个更加模糊的情形，在这种情形中

我们只能确定事件的集合和范围，却无法统计频率。假设我们正在考

虑共和党是否能赢得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当我们在2008年写这本书

的时候，民主党的候选人是奥巴马（现任总统），但对4年后的共和党

候选人却所知甚少。一些成功州长的名字一直在流传，如Sarah

Palin（阿拉斯加州），David Petraeus将军（当今最有名的军事领



袖），和Newt Gingrich（前众议员，现为保守派权威），但没有人知

道谁将在4年后被提名为候选人，甚至奥巴马的候选人资格也仍不确

定，因为他的第一个四年任期必将充满了各种变数。然而，概率分布

依然是帮助我们分析情境和作出预测的最好方法。我们可以列出大部

分可能出现的事件，比如两党下一届候选人的提名、对两党和全民公

投可能产生影响的不确定事件（如经济条件、个人丑闻、医疗问题、

领袖因素、竞选资金等等）。在这种情况下，系统地列出这些事件并

不能使我们对这些事件发生的确切概率有把握，但却能够提醒我们未

来有多么不确定，提醒我们别目光短浅，别仅仅着眼于某一种可能情

况并对其抱以过多信心。尽管有些模糊，但分布表征和概率分析相对

于直觉判断已是一个重大进步。然而，我们不太可能主要依靠鲜活

的、独立的事件的相对频率作判断——尽管当我们失误时会去参考可

能有关的统计资料，如p（现任总统获胜的概率）。但是，当我们基于

情境和某个结果的可能原因来推理时，审慎地尝试去系统表征这些问

题也能够提高我们判断的连贯性和准确性。

让我们考虑一个更严重的情况：在未来十年中会出现一国针对另

一国的核武器部署吗？在这里连情境的结果都无法明确定义：如果恐

怖组织（也许不能归于任一国家）引爆了某个中东国家的核设施，这

算是核武器部署吗？我们设想的情景（对具体的可能结果的描述）是

模糊的：“联合国维和部队与非洲某组织间的小冲突逐步升

级……”，“一个针对以色列领导人的刺杀失败了，那么其报复行

动……”在这里，似乎没有相关频率可以计算。未来的情形将不同于

我们所能想到的任何历史上的情形。但我们仍然相信系统分布方法是

做概率估计的最好方法，虽然存在不确定性，但是有可靠的依据。事

实 上 ， Asher Koriat 、 Sarah Lichtenstein 和 Baruch

Fischhoff（1980）的心理学研究表明，仅仅列出一些相关事件并系统

地考虑每个事件发生和不发生的原因，就能提高我们的判断质量。



通过这些例子我们想表明什么呢？第一，我们介绍了可以根据集

合内成员间的基本关系对事件进行概率描述。第二，我们介绍了四种

可能需要概率描述的情境：（1）传统的机会游戏情境（比如掷骰

子），在这种情境中，理想的随机设备为潜在的问题提供了良好的描

述，因而逻辑分析能够用于推断概率；（2）定义明确的“实证”情

境，在这种情境中，相关频率的统计信息能够用来计算概率（例如，

我们对于芝加哥大学学生类别的判断）。（3）中等定义明确的情境，

我们必须根据因果关系和偏好而不是相关频率来推理（比如预测下届

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但在这种情境中，稍加思考就能够定义非常

完整的相关事件及其样本空间；（4）大量未知情况的情境，在这种情

境中，即便是相关事件的样本空间都难以建构，而且似乎也不存在相

关频率（例如，未来十年的国际冲突）。

概率论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四大公理（见附录）提供的法则可

用来进行理性推理，尽管对于这些数字究竟代表什么仍有大量的争

论。以上选出的四个例子是为了给读者一个关于用概率进行解释的整

体感觉：它是基本演绎逻辑的扩展；是基于外部事件发生频率计算出

的实际数字；是对头脑中的主观可信度而非外部世界的量度。

第三，对不确定事件进行判断与推理时很多错误都源于这个过程

的最初阶段，即人们对需要判断的情境进行理解的时候。如果人们能

够对将要判断的情境建立真实表征，并在整个推理过程中不断理清集

合中成员间的关系，那么就能避免很多错误。当然，关于概率和随机

过程也有很多误解，但很多时候，在还没有来得及综合分析不确定性

信息之前，我们的判断就已经出现了偏差。如何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做

出更好的判断，我们的主要建议是，对于将要判断的问题和情形，建

立一个有效的外部表征（图示的和符号的）。



8.3 理解判断的情境

尽管从直接经验中建立一个情境模型可能会更加困难，但仅仅基

于一段对新奇而不确定情境的书面描写来建立一个可理解的情境表征

也不容易。Raymond Nickerson（1996）在一篇关于概率问题的语义模

糊性的论文中列举了理解阶段可能犯的多种错误。其中，一些流传已

久的例子在脑筋急转弯这类畅销书籍中被奉为经典。让我们从一个在

概率推理领域经多次研究过的简单问题开始（作者为Maya Bar-

Hillelt和Ruma Falk，1982，p.119）；试试下面这个游戏，在继续阅

读后面的文字之前做出自己的估计：

帽子里有三张卡片。一张两面都是红色（“红-红”），一张两面都是白色（“白-

白”），一张一面红色一面白色（“红-白”）。从里面随机抓出一张卡片扔向空中，落地后

红色一面朝上。问：这张卡片是“红-红”的概率是多少？



图8.1　表征三张卡片问题的概率树

通常的回答是“1/2”或“0.50”（在Bar-Hillel的实验中，有

66%到79%的参与者给出这个答案）。对这些参与者的访谈表明，对于

这个问题他们有一个典型的判断模式：“因为这张卡片红色向上，我

们知道它不是‘白-白’卡，而由于还剩下两种卡片，于是它有50%的

概率是‘红-红’卡。”这表明，纸上的文字叙述导致被试形成了“先



有三张，剩下两张”的问题表征。然而，正确的问题表征是根据卡片

的面，而不是整张卡（见图8.1；Brase，Cosmides，& Tooby，1998也

指出了这点）。所有结果的样本空间包括六个事件——每张卡片的每

一面各为一个事件。由于红色的一面向上，因此在“有效样本空间”

中共有三个事件：红白（红面向上）、红-红（一个红面向上）、红-

红（另一个红面向上）。因此正确答案是2/3——三个等概率事件中，

其中两个是红-红。

某流行杂志中的“向玛丽莲提问”专栏发表了一个更为复杂的问

题，这个问题受到了相当多的关注，因为其答案出乎大多数人的意

料，并且足够深奥，以至于引起了很多著名数学家的争论（vos

Savant ， 1991；Deborah Bennett 在 她 介 绍 概 率 论 的 著 作

Randomness[1998]中提供了对这个问题的总结）：

假设在一个游戏节目中，有三扇门供你选择。其中一扇门后面是一辆豪华轿车，而另

两扇门后面都是山羊。你选择了一扇门（比如1号门），之后，知道每扇门后面分别有什么的

主持人打开了另一扇门（比如3号门），门后是只山羊。这时主持人对你说：“你想选择2号

门吗？”，即改变主意选择2号门是明智的吗？（vos Savant，1991，p.12）

这个脑筋急转弯问题的第一个难点是各种“可能事件”所包含的

惊人的复杂性。试一试用图表来系统地列出每一个相关事件：参与者

可以选择三扇门，轿车藏在哪里共有三种可能（这样一共有九种情

境）；主持人可以打开不同的门（主持人究竟面临几种选择会因碰到

九种情境中的哪一种而有所不同）。之后，参与者的两种选择（改主

意或不改主意）使这个问题更为复杂：共有18到36种情况——这取决

于解决问题者对问题采用的不同表征。

这个脑筋急转弯问题的另一个更加困难的地方在于，对主持人选

择打开哪一扇门的规则描述得很模糊；除非这种模糊性被解决了，否

则难以用唯一的样本空间对这个问题进行表征。根据问题的描述，主

持人的规则至少有三种可能的解释。第一种规则，主持人总是随机打



开没有被参与者选择的门（例如，在上面的情境中，主持人掷一枚硬

币来决定打开2号或3号门）。这表示主持人可能打开一扇门并展示出

门后的轿车，然后（和观众一起）笑话你选错了门，游戏结束。但也

存在第二种规则：假设主持人总是挑选后面藏着山羊的门打开，决不

打开参与者挑选的门；当参与者已然选中了藏有轿车的门，主持人就

随机打开一扇门。这样，参与者的选择和主持人开门之间的关系就更

复杂了。但是还存在更加复杂的第三种规则：假设主持人总是挑选藏

有山羊的门打开，决不打开参与者挑选的门；在参与者已然选中了藏

有轿车的门之后，主持人有偏向地挑选剩下两扇门中序号较小的一扇

打开（针对这种规则可能存在其他偏差）。尽管这三种规则均符合上

述问题的表述，但其潜在概率却各不相同。

对这个问题最普遍的表征是，主持人总是打开与参与者最初选择

不同的门，且绝不会打开藏有轿车的门（即遵循上文第二种规则）；

于是，参与者改变主意就可能提高但绝不会降低得到轿车的概率。因

此，基于这种表征，问题的答案是参与者应该改变主意。在图8.2中，

我们提供了清晰表征这个问题的概率树。这里要说明的是，问题表征

是概率推理过程中最基本的、起决定性作用的第一步。这个“三门问

题”的模糊表述引发了很多困惑和争议，很多学术期刊的讨论也随之

而来，可是要想把这个问题毫不含糊地表述清楚，本身也是件极其复

杂的事情。而实际上，现实世界的不确定性和决策的模糊性比这个问

题要更加令人生畏。

学习概率和统计课程的主要好处在于，我们有机会练习将情境转

化为更精确完整的表征；或者在复杂的真实世界中，练习提取最基本

的不确定事件和因果联系。我们介绍了表格、概率（或决策）树以及

韦恩图，用以描述本书中大多数判断和决策情境。然而，这些合适而

有效的图表是应待解决的特定问题的不同情况而创造的。我们会首先

尝试树状图，因为总的来说它们最有效，但有时其他图表会更有启发



意义。幸运的是，构建这些表征的技巧是任何一位愿意学习的读者都

能通过练习掌握的，第一步就是学习本书中的例子。

进一步讲，思考概率问题时，用频率来表示某个事件在相关子集

中出现的情形，通常更有利于形成准确的判断。当人们想象个体、客

体或事件的频率时，就可以更好地分析总体中某些部分之间的联系。

事实上，当鼓励人们学会基于频率而非可能性去表征情境时，前几章

中所阐述的许多判断错误都会大大减少（例如Gigerenzer &

Hoffrage，1995；Sedlmeier & Betsch，2002）。频率图表对于减少

人们关于条件概率[例如，p（癌症阳性检验结果）对p（阳性检验结果

癌症）]和合取谬误（类似“琳达更可能是一位女出纳员而非出纳员”

的描述）的迷惑是非常有用的。

下面，我们将回顾不确定性条件下理性判断的概念，然后再回到

我们的主题，即如何清楚地用分布的形式来表征需要判断的情境。



图8.2　最初选择1号门之后用概率树来表征三门问题（这只表征了三分之一的可能

性——当你先打开2号或3号门时，可以画出两个相似的概率树，这样就穷尽了所有

可能性。）

8.4 理性的测试



在本书的前半部分，我们提供了许多不准确或非理性判断的例

子。我们基于什么原因做出这样的评价呢？评价一个判断准确或不准

确是很简单的：（1）我们在头脑中需要有一些可衡量的标准事件或情

境作为判断的目标；（2）要确保做判断的人与我们对该判断目标的本

质认识一致，而且与我们采用同样的标准来估计、预测和判断；（3）

我们还要确保做判断的人希望预测的偏差最小化，且由于偏差的“代

价”是对称的，因而判断者不会总是过高或过低地估计标准。[例如，

本书的一个作者指出他对于熟人年龄（标准）的判断常常不准确，而

且系统性地偏低。但你也要知道这种偏差带有一些故意的成分，是为

了避免伤害那些对自己显老很敏感的人。]评估判断质量的这种逻辑被

称为准确性方面的一致框架，这个框架是构成本书第3章所介绍的透镜

模型的基础。（更多相关的讨论参见Hammond， 1996或 Hastie

&Rasinski，1988。）

然而，我们也讨论了在无法明确使用一致性检验的情况下判断的

非理性和不一致。例如，我们说，那些认为琳达更可能是“一位女权

主义的出纳员”而非“一位出纳员”的人是非理性的，其判断有偏

差，尽管没有一位真实的琳达存在，否则其职业和态度可以作为对判

断准确性进行一致性检验的标准。在这样的例子中，我们评价判断的

质量，只能将这种方法应用到两个或更多判断中，通过考虑它们之间

的统一性或逻辑一致性来做出评价。逻辑规则和概率论是我们普遍接

受的理性推理标准，我们常常参考它们来评价判断之间的一致性。此

外，如果我们的一系列判断是不一致的，我们就能确信其中有一些判

断是不准确的，尽管我们没法说出哪一个判断有偏误。（更普遍地

说，正如第2章所言，自相矛盾无法构成对世界的真实描述。）

另一个能够帮助我们证明某些判断错误确实是非理性的理由是：

在向实验被试展示他们的反应并告诉他们违反了规则之后，他们会马

上总结说“我犯错了，”或者甚至是“哇，我真蠢，我都不好意思



了”。Kahneman和Tversky（1982，1996）首先指出了我们所讨论过的

大部分错误，他们将这些判断错误统称为错觉，因为这些偏差已然成

为行为习惯，虽然当我们仔细思考后会知道自己犯错了，但当我们没

有运用自我控制来抵抗这种本能趋势时，这些错误仍然会出现——很

像那些我们所熟悉的但无法抗拒的视错觉。

深思熟虑地进行推理和出于自动反应而做出某种行为是不同的，

对这两者的辨析是区分分析性推理和直觉性推理的基础（Kahneman，

2003）。Seymour Epstein和他的学生（Denes-Raj & Epstein，

1994）发现，仅仅通过引导实验被试回答“一个完全逻辑性思维的人

会如何思考”这个问题，就能减少甚至消除Kahneman和Tversky提出的

一些偏差（例如第5章的琳达问题及其他脑筋急转弯类型的概率问

题）。他们给自己的文章起了个恰如其分的名字：《人们什么时候会

与自己的最优判断作对》。然而，一般而言，仅仅引导某人“理性地

做”，还不足以诱导出理性思维。

当我们致力于利用逻辑、数学和决策理论作为评价一个判断和选

择是否理性的标准时，在实践中真正做到理性评价还需要更多的努

力。第一，如何客观表征一个决策问题，以便可以应用理性原则，做

到这一点并不总是那么容易。即使有清楚的文字描述，例如本章一开

始所举的那个脑筋急转弯问题，我们对于所要分析情境的认识仍有不

完整、模糊甚至矛盾之处。此外，明确个体在情境中的确切目标通常

是困难的，大多数理性分析都需要知道决策者究竟最重视什么，以便

定义一个理性的评价标准。因此，即使我们有很明确的理性标准，但

判断一个决策是否非理性、以及非理性到什么程度仍是个问题。

第二，总是关注一个有充分信息、有足够时间来安静思考的人的

短期行为表现并不合适。我们应该更关心人们在嘈杂的、有干扰的、

信息不充分的环境中做出长期决策时的表现。在实际条件下，理想化



的理性判断并非一定就是适应性的最佳判断。John Payne（Payne，

Bettman，& Johnson，1993）、Lola Lopes和Gregg Oden（1991）及

Gerd Gigerenzer（Gigerenzer，Todd，& the ABC Research Group，

1999）所领导的一些学者近期探讨了这一话题。这些科学家认为，在

判断和决策中，“快而省”的算法或启发式可能比理想化的计算更加

稳健，更有生存价值；后者仅在信息、计算容量和时间都很充分的情

况下才更有优势。

到目前为止，我们以导致判断出错的认知过程及启发式为线，阐

述了前4章提到的判断错误，即已经完成了关于判断中“行为方面”的

讨论。现在我们将要讨论的是违反概率规则和逻辑的判断错误，并且

给出一些如何避免这些不理性判断的建议。我们必须告诫读者，推断

一个判断过程到底先违反了哪一条概率论规则有时是困难的。因为这

些规则互相关联，很难确切地指出哪个是首要错误——是对需要判断

的事件中子集成员关系进行了错误地表征，还是错误地认为两个不同

的可能性或不同概率是一样的，抑或是忽略了与判断有关的重要信息

（如背景基础比率）等。

8.5 如何思考逆概率

由于人们（包括本书作者）不认真区分那些容易混淆的逆概率而

导致判断出现偏差，对此我们已经给出了很多例子（参见章节

5.10）。让我们花一些时间来详细分析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自于Gay

McGee在1979年的一篇新闻报导）。

密歇根州海湾市，1979：本地有一名外科医生，查尔斯·罗杰斯博士，他是全国范围

内采用先进疗法治疗乳腺癌的几位先驱之一，他们的做法是在肿瘤形成之前就切除有高患癌

风险的乳房。

乳房X光透视中所呈现的乳导管和小叶的形态是判断是否存在发病风险的依据，属于

高患癌风险组的女性中会有一半以上的人在40到59岁之间形成肿瘤。底特律放射学家约翰·



沃尔夫博士开展了诸多如上所述利用X光透视检查乳房形态的研究。

被称为预防性乳房切除术的外科手术包括去除皮肤和胸腔之间的乳腺组织和乳头。

利用剩余皮肤进行乳房复原的工作通常与切除手术同时进行。按照医生的说法，植入

硅胶和乳晕（乳头周围的深色皮肤）替代物，使术后的女性“看上去仍是个女人”。

他在两年内已经对90名女性实施了这一手术。

手术的基本原理基于外科医生对放射学家沃尔夫所做研究的解释。报纸中的文章在此

处继续写道：

沃尔夫的研究发现，大众群体中每13名女性就有1名会患上乳腺癌，然而每2到3名DY

型（高风险）女性中就会有1名在40到59岁之间患病。（斜体是后加的，沃尔夫并没发现这一

点，他的发现在下一段叙述。）

低风险女性（NI型）占总体的42%，她们中只有7.5%的人会患上癌症。通过检查DY型

女性和风险其次的P1和P2型，沃尔夫认为93%的乳腺癌可能在57%的人身上发现。

图8.3　表征罗杰斯乳腺癌问题的概率树

在此问题中，减少混淆的一个方法是将问题转换为系统的符号表

征。将每一个需判断的情境转换为概率论符号，然后仔细地应用概率



论的基本规则。（参见章节5.10对比例规则的讨论，更综合的讨论见

附录概率论部分。）让我们来看看这一方法，将概率树表征应用于罗

杰斯的例子。根据罗杰斯的数据，我们可以建立一个1000名典型女性

的模型（见图8.3中的表格）。注意到499+71=570，即总体的57%，这

个数字表示高风险组人群的比例。同样地，71/（71+6）= 0.92，表示

92%的乳腺癌病例在57%的人口中被查出来。乳腺癌在总体中的患病率

是（71+ 6）/1000 = 0.077。

让我们回到罗杰斯对乳腺癌的研究，尽管92%的癌症在高风险组被

查出是真实的，但一个高风险组女性患癌症的估计概率只有71/570或

0.12。（别忘了这些计算都基于罗杰斯自己的数据。）

应用比例规则可以更容易算出0.12这个数字。根据沃尔夫的数

据，p（癌症）= 0.075，p（高风险癌症）= 0.93，且p（高风险）=

0.58。因此

根据大量信息所得出的统计结论并不支持文章中医生的观点。根

据上述数字，低风险组女性患上乳腺癌的估计概率是6 /（424+6），

即0.014。基于这篇新闻报导是不可能得出DY组在患癌症上是高风险的

结论。

罗杰斯博士并没有强调以上这个否定推论的价值。在强调所有超

过30岁的女性都应该每年做乳房X光检查后，文章引述他的话说：“最

大的危险在于做乳房X光时没有同时经由医生做医学检查。很多时候医



生都检查出了X光没有反映的问题……这肯定是1+1大于3的一个例子”

（McGee，1979）。

同意，但顺便说一句，他的X光检查建议同样也是基于对逆概率的

混淆而做出的。大约20%的癌症没有被X光检查查出——即外科医生检

查出了“X光没有反映的问题”。但这与检验中呈阴性（即正常）但其

后患病的百分比有很大区别；p（癌症阴性）≠ p（阴性癌症）。事实

上，在这篇文章写作时，根据哈佛保险计划刚刚完成并公布的数据，

前一个数字大概是0.5%，也就是大部分人都不会认为这意味着“极大

的危险”。（公平地讲，我们必须指出这篇文章没有明确说明高风险

组患者在罗杰斯做手术前到底有多高风险。我们评论的要点是，从理

性的角度来讲，他用于论证的整个推理过程是完全没有说服力的。）

一般而言，若要思考逆概率，文字不是个好的媒介。很显然，一

些文字关联并不对称，例如，“玫瑰是红色的”并不意味着红色的花

都是玫瑰。然而，其他的文字关联也有可能是对称的，“充满氢气的

飞艇会爆炸”也可以说成“爆炸的飞艇充满了氢气”。我们很容易混

淆对称和非对称的文字关联。事实上，语言关联常因其模棱两可而遭

人诟病。（例如，“天空并非整天多云”意思是天空只在一部分时间

多云，还是整天晴朗无云？）也有时候，人们用语言表达的信念是真

诚的，但却未完全理解其意义。（多少学生唱美国国歌时将o’er正确

理解成over而非or？或者有人问“摩西用方舟接走了多少种动物”

时，会有多少人信心满满地回答“两种”，却并未注意到接走动物的

不是摩西而是诺亚——《圣经》所记载洪水中乘坐方舟而幸存的人）

然而对于很多人来说，不用词汇思考是很困难的。事实上，一些

卓越的思想家坚决认为不用词汇思考是不可能的：“我们如何知道头

上有天空而且它是蓝色的？如果它没有名字我们还会知道它是天空

吗？”（麦克斯·穆勒）；“语言由智慧所创造，并将创造智慧”



（阿伯拉尔）；“人类的本质是语言”（《奥义书》）。“最初产生

的是词汇”（《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但可能《楞伽经》的建议

更加有用和正确：“信徒应该防范词汇和句子及其虚幻含义的诱惑，

因为无知者和愚蠢者将因此陷入困境变得无助，就像大象在泥浆中挣

扎。”也许我们应该培养非语言思维模式，就像爱因斯坦写道：“被

写或说出来的词汇或者语言，似乎并没在我的思维机制中发挥任何作

用。”不过，具体的、视觉的形象也并不总比文字好，图像也可能导

致决策偏差。

符号，特别是代数表征是有效的，但很多人并不擅长代数。幸运

的是，图像方法对表征概率问题和日常情境很有帮助。我们数次利用

韦恩图来理清逻辑关系，特别是涉及条件概率的时候。但对于大多数

问题，我们推荐使用决策树和概率树，因为它们的应用更加广泛，且

能更有效地组织与决策问题有关的数字信息。

8.6 避免次可加性与合取谬误

当人们依靠相似性感知对涉及不同范畴的事件进行判断时，很容

易出现另一个臭名昭著的习惯性偏差，即估计了几个独立事件概率之

后，发现其概率相加超过100%。例如，你的汽车无法启动，这可能是

由于电池故障、线路松动、输油管阻塞、油箱没油或安全带挡住了点

火装置——这些可能性之和居然是1.55。在极端情况下，次可加性意

味着单一子事件的概率大于上级事件（例如，琳达是一个女权主义银

行出纳员的概率比她是银行出纳员的概率还大）。这个问题之所以被

称为次可加性，是因为整体的概率小于各个部分概率之和——在合取

谬误中，甚至小于其中某一单独部分的概率。



图8.4　表征汽车无法启动的一个似乎合理但并不完整的概率树（“故障树”）

如果我们用图表来表示“我的车无法启动的原因”中各个独立子

事件的关系，我们就不太可能得出一个大于100%的概率空间，我们也

会更加敏感地估计各种故障的基础概率（见图8.4）。事实上，在人们

做多子事件决策时，仅仅口头提醒他们所有独立子事件的概率之和不

能超过1.00（只要他们能正确使用概率数字），就能有效地引导他们



做出更加理性的推理。Lori Van Wallendael和Hastie（1990）曾要求

高校学生解决一些侦探推理谜题。如果没有提醒学生不同的、互相独

立的犯罪嫌疑人犯罪概率之和应该为1的话，他们的推理就会表现出很

大的次可加性。当发现一些新的犯罪证据时，他们会更加高估嫌疑人

犯罪的可能性，但同时对其他嫌疑人的怀疑却不会降低。然而，如果

提醒他们相互独立事件的概率像“水泵”一样有增就应该有减时，他

们就会更加理性地权衡有罪与无罪的判断。

概率树和韦恩图表之类的表征（见图8.5）也能够减少合取谬误。

在章节5.8中，我们注意到如果画一个韦恩图表来表示“银行出纳员”

和“女权主义的银行出纳员”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就不太可能认为

“女权主义的银行出纳员”的概率高于“银行出纳员”。概率树也可

以防止我们犯这些思维表征错误，而依据频率框架来思考这个问题更

能消除思维中的偏差。86%的高校学生在一开始的概率框架中会犯“琳

达 是 女 权 主 义 银 行 出 纳 员 ” 问 题 的 合 取 谬 误 ， 但 当 Klaus

Fiedler（1982）再次用频率框架来说明这个问题时，错误率降低到约

20%（例如“假设有100个人符合对琳达的描述，那么她们中有多少人

是银行出纳员？多少人既是银行出纳员又是女权主义者呢？”）。

8.7 硬币的另一面：事件的析取概率

考虑一系列事件1、2、...、k。假设这些事件是独立的，即某一

事件是否发生不影响其他事件的独自或联合发生。（独立性的更准确

定义见附录。）假设这些事件都发生的概率（合取概率）是p1 × p2
× … × pk，那么至少一个事件发生的概率是多少？也就是说，这些

事件的析取（disjunction）（与合取相对）概率是多少？析取概率等

于1减去所有事件均不发生的概率。第一个事件不发生的概率是（1-

p1），第二个事件不发生的概率是（1-p2），依此类推。因此，所有



事件均不发生的概率是（1-p1）×（1-p2）× …（1-pk）（详见附

录。）即使由于每个pi很小从而使得每个（1-pi）很大，其乘积的结

果也可能非常小。例如，设六个事件的概率分别为0.10、0.20、

0.15、0.20、0.15和0.10。那么（1-pi）乘积的结果为0.90 × 0.80

× 0.85 ×0.80 × 0.85 × 0.90 = 0.37，至少一个事件发生的概率

即为1 – 0.37 = 0.63。尽管每个单一事件发生的概率都很小（平均

为0.15），但其析取概率也可能较大。

图8.5　表征女权主义银行出纳员琳达问题的概率树和韦恩图表（为了得到一个不精

确但大体合理的频率，本图作了一些频率假设：美国人口中共有20 000 000名与琳

达年龄相当的女性，一名女银行出纳员不是女权主义者的可能性比她是女权主义者

的可能性高20倍，每1 000名女性中有2名是银行出纳员。）



就像我们倾向于高估事件的合取概率一样（合取概率谬误），我

们也倾向于低估事件的析取概率。这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我们倾

向基于单一事件概率进行判断；如上所示，尽管那些事件的概率都很

小，但析取概率可能很大。我们将这种错误归因于“锚定-调整”的估

计过程；第二，导致我们低估单一事件概率的任何非理性因素——例

如该事件难以想象——可能会导致我们低估整体的析取概率。在有些

情况下，这个低估的问题很直观、容易为人理解。例如，律师在总结

时常常避免析取而趋向合取。（著名律师Richard “Racehorse”

Haynes为说明“在选项中辩论”的错误而举了一个幽默的例子：“比

如你控告我，说我的狗咬你。那么以下是我的辩护：第一，我的狗不

咬人；第二，我的狗在夜晚是拴着的；第三，我不相信你真被咬了；

第四，我没有狗。”[3]还有更一针见血的，比如辛普森的著名辩护：

“我没有这样做；没有人看见我这样做；你无法证明任何事情。”）

当然，从理性而言，析取事件发生比合取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要大得

多。

这里有一个与合取概率谬误类似的析取概率谬误的证据，即认为

一个析取事件较其包含的单一事件来说更不可能发生（Bar-Hillel &

Neter，1993）。然而，逻辑上讲，如果理所当然地认为A且B的概率大

于A单独的概率（合取谬误），那么非A的概率就会小于非A或非B的概

率。这是因为非A的概率是1减去A的概率，而非A或非B的概率是1减去A

且B的概率。因此，前一个谬误必然导致了后一个。事实上，如果我们

能够任意决定将什么称为A和非A（例如，称非女权主义者为A，女权主

义者为非A）、B和非B（称非出纳员为B，出纳员为非B），那么这两个

谬误的不等式难道不是一样的吗？我们的回答是，它们在逻辑上是等

价的，但在心理上不相等。我们是基于类别思考，而非他们的补集

（即对立面）。对于一个受过训练的逻辑学家来讲，非A就像A一样是

定义明确的一个类别，但对我们而言A（可能有很多关联）充满了我们



的脑海，非A（好像只有很少）却没有。我们需要一个福尔摩斯一样的

头脑来想明白，“狗没有叫”这个事实构成了至关重要的线索（表明

狗与犯人相当熟悉）。这就是说，将“没有叫”当做一个事件。

8.8 改变我们的想法：贝叶斯定理

在考察一个假设是否成立时，我们会不时接收到一些新的信息，

这时，我们在判断中的一个常见问题就出现了。我们需要调整关于该

假设成立可能性的判断。我们来看看内科医生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即

医生和患者到底如何解读医学检查结果所呈现的新信息（Casscells，

Schoenberger，& Graboys，1978）。

40岁以上妇女的乳腺癌患病率为1%。广为应用的X光透视检查会对10%未患乳腺癌的妇

女报告出阳性结果，也对80%真正患乳腺癌的妇女报告出阳性结果。那么一个在此年龄段得到

阳性检查结果的妇女，其真正患乳腺癌的概率是多少呢？（p.999）

当David Eddy（1988）问在一线工作的内科医生这个问题时，100

人中居然有95人回答“大约75%”。这个估计错得离谱。对于这些每天

都要做此类判断的内科医生而言，此判断反映了他们在真实情境下根

据X光检查结果所做出的判断，这个错误的确太大了。正确答案是多

少？大约7%——比那些内科医生的估计低了一个数量级！

计算正确答案需要用到代数方法。如果我们学习过概率论，那么

不难看出下式可用于解决这个问题，附录提供了一个一般性（非正

式）推导，参见附录A.5：



原问题为我们提供了需要代入等式右边的所有概率：p（癌症检查

前）= 0.01；p（阳性结果癌症）= 0.80，p（阳性结果患或未患癌

症）= 0.107。最后一项0.107这个数据需要一些计算才能得出：如果

一个人患癌症（1%妇女属于此类），那么结果是阳性患有癌症的概率

是0.008（= 0.01 × 0.80）；如果一个人未患癌症（99%妇女属于此

类），那么阳性结果且未患癌症的概率是0.099（= 0.99 × 0.10）；

因为人只可能患或未患癌症，那么我们将这两个概率相加即得结果，

0.099+0.008 = 0.107。我们将所有数据代入等式右边，得：（0.01

× 0.80）/ 0.107，约为0.07。这个结果也可从更简单的式子得来：

p（癌症阳性结果）× p（阳性结果）= p（癌症）× p（阳性结果癌

症）。

这个有名又有用的公式用于解决在给定条件下调整判断的问题

（比如更新了证据之后对某事件是否为真或是否会发生所做的判

断）。它被命名为贝叶斯定理（Bayes’ theorem），以纪念Thomas

Bayes——一位在得到（对他来说的）上帝有所做为的丰富证据以后试

图以理性方法来评估上帝存在的概率时，以代数方法得出此公式的英

国牧师。（令人惊讶的是，几乎所有本书的读者都能够在问题得到清

晰陈述之后，用概率论四个基本法则推出这个深刻的定理；见附录。

这个公式也能轻易地以概率树的形式表示；见图8.6，用概率树呈现

Eddy癌症诊断问题。）

当人们收到新信息并试图更新关于该事件的看法和判断时，会产

生什么系统偏差呢？我们要重复我们的忠告：通常很难指出判断过程



中究竟哪一部分的错误是致命的，而将偏差归结为对概率论的特定误

解或误用则更加困难。在Eddy的X光检查例子中，我们可以把错误描述

成未能考虑到另外一种可能，忽视了即使假设不成立、支持假设的证

据也可能出现的可能性——即上例中的p（阳性结果未患癌症）经常被

忽略。关注凸显信息是我们在注意和推理时普遍存在的一个习惯；这

甚至可以归因于那些可得到的凸显信息带来的普遍偏差，正是这种信

息支配着我们的判断。（Nickerson，1998，提供了关于这种证实性偏

差的全面介绍。）第二种错误是，忽视了单一事件发生的基础概率

（例如，低估了走进诊所的人里只有1%的乳腺癌症患者这一事实——

在我们知道检查结果之前）。

我们在这之前已经遇到过忽视基础概率的坏习惯，其中最明显的

例子是章节5.8中的对Penelope主要研究领域判断的错误，以及对工程

师和律师的职业判断的错误，人们之所以犯这些错误，是因为其判断

依据的是对各种人的性格概述和社会刻板印象。但如果根据概率论而

非心理学给这个错误赋予一个概念的话，我们会说这是由于人们忽视

基础概率或对其利用不足。这里有Bar-Hillel（1980）提供的另一个

例子，在这个例子中基础概率很显然被忽略了（再次提醒，在阅读本

书关于每个例子的分析之前先做出你自己的判断）。



图8.6　表征Eddy癌症诊断问题的概率树和表格

某城有两个出租车公司，根据它们各自出租车的颜色，分别命名为蓝色和绿色公司。

在所有出租车中85%的出租车是蓝色，15%的是绿色。

一辆出租车涉嫌一桩深夜肇事逃逸案。目击者事后确认那辆车是绿色的。法庭测试了

该目击者在夜间视觉条件下辨别蓝色和绿色出租车的能力，发现他在80%的次数中能够正确辨

别各种颜色，但20%的次数却与另一颜色混淆。

那么你认为肇事车辆如目击者所言是绿色的概率是多大呢？（p.211）

让我们将这些信息依据贝叶斯定理一一呈现：在此问题中，最重

要的基础概率是道路上蓝色、绿色出租车的比例，这应该成为判断的

起始点——在所有证据（例如目击者证词）呈现之前的“先验概

率”。Bar-Hillel（1980）发现，当她将此问题呈献给不同群体的人

时，人们普遍都忽视基础概率；当人们听到具体的目击证词时，基础

概率便黯然遁入背景之中。于是，Bar-Hillel发现，典型的答案是目

击者的正确率为0.80，人们并未根据基础概率信息进行调整。如果我



们将这些数字代入贝叶斯定理的公式中（见图8.7），我们可以得到正

确答案：0.41。

我们需要承认，上一问题的陈述有模糊之处：目击者是否在“15%

绿色出租车”的条件下接受测试，从而使准确率已在后验概率的基础

上得以调整？进一步讲，除了问题陈述中的信息以外还有其他解释，

即读者可能将自身经验得来的关于出租车、交通事故、目击者等多种

信息加入问题表征（例如，见Birnbaum，1983）。然而，并没有直接

证据证实有人构想出这些备选表征，除了那些想通过考虑备选表征来

批评Bar-Hillel结论的专家。事实上，本书作者之一（海斯蒂）收集

的未发表数据大体与Bar-Hillel的解释一致，即大学生按照前面呈现

的贝叶斯公式来理解这个问题，但忽略了基本概率信息。

如何补救这些错误呢？第一，我们在章节5.10中指出，在陈述问

题时，若将基础概率与结果紧密联系在一起，特别当这种联系是因果

关系时，人们更可能在决策中考虑基础概率。Bar-Hillel（1980）提

出了一个关于出租车问题的新的表述：“警察的统计数据表明，在由

出租车造成的交通事故中，15%的肇事车为绿色。”基于这个因果联

系，大多数人表征问题时使用了基础概率来调整目击者识别的准确度

（80%），尽管调整得并不充分（正如我们预期的那样）。这些发现也

许可以证明，人们本能地倾向于依据情境中的因果关系进行判断是有

其潜在道理的（见Krynski & Tenenbaum，2007）。我们推测，依据情

境中的因果关系进行判断可能是人们弄清楚事件之间大部分重要关系

的直觉性途径——当我们需要做预测、诊断或更新“情境模型”时，

这条途径尤为重要。然而，仅靠自发的基于情境的推理并不够，当采

用这种判断模式时，我们讨论过的大多数概率错误仍然存在。



图8.7　表征出租车辨别问题的概率树和表格

第二，利用如上所示的代数符号表征问题，会对判断的结果产生

重大影响。现在在医疗诊断情境中会有软件为医生提供决策帮助，先

询问医生对相关“先验概率”和“证据诊断力”的估计，然后计算事

后概率。这些系统在重复的临床判断情境中改善了医生的判断，尽管

医生的直觉推理和系统的反应形式间仍存在一些心理层面上的不匹

配。人们仍然很难估计“假定条件或疾病不存在时仍发现证据（测试

结果、目击者证词、症状等）”的条件概率。但如果一个要做判断的

人能按照贝叶斯公式慎重地阐述问题并列出所有相关信息，其表现就

会得到改善。即使这个人仅用这个公式来组织其思维而非用于计算，

我们基于以下原因仍认为其会有行为表现的提升：（1）能够识别问题

的不完全或模糊描述；（2）考虑到计算时所需要的不明显信息；

（3）有动机去搜寻某些特殊信息以及去思考与假设不一致的信息（例

如，假定出租车确为蓝色时目击者说“绿色”的概率；假定患者未患



癌症但检查结果为阳性的概率；甚至嫌犯并非凶手但DNA检测匹配的概

率）。

第三，也是最有帮助的，我们建议利用图表来表征情境，引导信

息搜索、推断和计算，如图8.6和图8.7。要注意，按因果和时间顺序

来画概率树通常是最好的。在X光检查诊断的情境中，先从40岁以上妇

女的乳腺癌患病率为1%这个事实开始。然后，考虑X光检查可能会为

10%未患乳腺癌和80%患有乳腺癌的女性给出阳性结果这个事实。那

么，一位此年龄段的检出阳性结果的女性确实患有乳腺癌的概率是多

少呢？最后，我们提醒大家从频率的角度来思考情境。例如，考虑

1000个妇女接受了检查，然后遵循相关条件来进行思考。

连贯地、理性地进行概率推理不仅仅是一个课堂作业的问题。我

们会越来越多地遇到那些在法院、医院、金融机构中以概率数值呈现

的概率证据。想想看在辛普森刑事和民事审判中关于DNA匹配、血型证

据的旷日持久的争论——或者下面某女记者在其乳房内发现肿块后向

她的外科医生们咨询的故事（Kushner，1976）：

“我希望你去做个X光检查。这是乳房检查的一种新方法。”

“这方法准吗？”

他耸了耸肩，“可能跟其他片子的准确率差不多吧，你知道的”。接着，他警告说：

“即使结果是阴性，就是说肿块不是恶性的，想要确认的唯一办法还是切除肿块然后在显微

镜下查看。”

于是，这位妇女与她的丈夫讨论了一会儿这个问题。

“医生说了什么？”

“他希望我做一个X光检查，之后，无论结果如何，都要把肿块切除。”

“那干嘛还要先做X光啊？”

“这得按顺序吧，我觉得。医生说85%的时候它都是准确的……所以，我们先安排个

时间去做个热谱图。无论结果是阴性还是阳性，无论它和X光片的结果是否一样，统计上说检

查结果有95%的可靠性。”



有没有可能这位患者不必做检查呢？或者有没有可能无论检查结

果如何她都不需要去做肿块活体检查呢？

8.9 统计决策理论

我们对不确定条件下估计和判断的讨论引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性

和现实性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利用判断来决定是否采取行动？通常统

计决策理论会提供“应该做”的规范化答案。（我们只能展示该理论

的重要而精巧的部分；其余可参见Macmillan & Creelman，2004；

Swets，Dawes，& Monahan，2000）。让我们来考虑一个简单的例子，

一位医生评估病人患有严重疾病（如癌症）的概率并决定是否手术。

（如今，这通常是由医患双方共同决定，尽管大多数病人希望医生替

他们决策。）图8.8是描述这一情境的散点图，表征了很多相似患者接

受这种判断的情形。这种呈现方式可以总结数百万个决定，其关键问

题是：“多高的概率才能促使我们必须采取行动？”接受或拒绝、投

资或不投资、进入或退出、转手或不转手、报复或不报复，等等。

“我必须采取行动吗？”这一问题的答案基于这些概率（与你现

有知识和需要推断的真实情况有关）以及你对四种可能结果中的每一

种到底有多重视。（提醒一下，在这个简单但现实的例子中，如果我

们能够确定真实情况是什么，我们当然知道如何做；但由于存在不确

定性，我们不得不面临艰难的选择。）进一步讲，如果我们知道该如

何评价结果，我们就可以退回来计算一个规定行动与否的概率阈限，

以便获得最大化价值。

图8.8给四种可能的判断结果赋予了广为人知的称谓：（1）击中

（hit）或正确肯定（true positive），意味着正确判断出目标条

件，如正确判断了癌症事件； （2）未击中（miss）或错误否定



（false negative），意味着错误的作出患者没有患病的判断；（3）

虚假警报（false alarm）或错误肯定（false positive），意味着错

误作出患者患病的判断；（4）正确拒绝（correct rejection）或正

确否定（true negative），意味着正确判断出患者没有患病。（这张

图描述的情景是，在200人中，30人真的患有癌症，170人是健康的，

而医生诊断与患病与否之间的相关接近+0.65。）

从散点图中立即可得到的一个发现是，我们通过改变是否决定要

做手术的阈限，就能够控制多种判断结果出现的比率。如果我们将手

术阈限设为当判断患癌症概率是0.60时，我们看到15例击中，但也有

15例未击中（即占总体7.5%；30例患癌症者中的15例，即50%未击

中），但我们的代价是较多的虚假警报（即不必要的手术——总体

10%；35例中的20例，占到实施手术的57%）。如果我们将阈限降低到

当判断p（癌症）为0.50时，我们会提高击中至20例，减少未击中到10

例，但代价是更多的虚假警报（30例，或总体的15%）。



图8.8　统计决策理论图表（此图表征了不确定性下的医疗决策，医生判断患者患有

癌症的概率，并基于其判断结果决定是否医治患者。此处假设以健康状况不同的200

名患者来表征该问题。判断是中等准确的，判断与真实健康状况的相关为r =

0.65。判断方法是，若p（癌症）大于0.60，则决定治疗该患者；根据统计决策理

论中的“击中”“未击中”“虚假警报”“正确拒绝”概念，针对200名患者的判断

和结果总结在图下面的表格中。警告：统计决策理论的不同应用需要不同的总结表

格；此处的表征与心理学信号检测论的惯例一致，后者是统计决策理论的一个有效

版本。）

似乎很多政策讨论都忽视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很多时候，仔细思

考我们重视什么，最想避免哪种错误，就能提高决策水平。我们通常



无法提高诊断或其他判断的准确率（在这个例子中，我们无法提高医

生的诊断准确率），但我们却能权衡两种错误（也包括“正确”）。

如果未击中的代价更高，我们可以降低决策阈限以便减少未击中（但

代价是更多虚假警报）；如果虚假警报是更严重的问题，我们就可以

提高决策阈限以减少虚假警报（当然代价是更多未击中）。我们常常

通过提高准确率来试图避免这些悲剧性的权衡，这样两种类型的错误

率都会下降。因此，这就是为何我们每年花费数十亿美元来提高医

疗、军事、金融和气象预报的准确性的原因所在。但是，几乎不存在

什么政策情形能使我们能消除所有的不确定性。在大多数情况下，我

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总面临着权衡和取舍，必须明智地讨论我们看重什

么，再据其设定决策阈限（Hammond，1996）。

如果我们面临权衡取舍，我们就要评估多个“判断-结果”，之后

应用统计决策理论来确定一个合适的决策阈限。例如，假设数字

+100，0，+30，和+80分别代表四种结果对于我们的价值（击中、未击

中、虚假警报、正确拒绝；价值的取值范围约定俗成为0~100）。需要

注意的是，对于不同人，这些价值可能有显著的差异。一位患者可能

最看重“击中”的价值，但最不看重“未击中”（就如我们在价值量

表上的排序一样），但一个政策制定者可能更看重“正确拒绝”而更

厌恶“虚假警报”。我们的例子假定了单一的数字价值，我们可以据

此计算出使价值函数取最大值的决策阈限。在这个例子中，当设置决

策阈限p（癌症）接近0.55时，取得最大化的总体价值（因为计算过程

涉及到微积分，故而省略）。

于是，在很多实际情境中，我们应该更努力地思考价值，而非准

确率。但决定价值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即便只涉及一个决策者（见下

两章），这是因为日常选项经常是多属性且多目的的。我们在进行组

织或社会政策分析时，必须综合分析具有不同个人价值取向的利益相

关者，这样任务就会更加令人畏惧。然而，这些困难不应该成为我们



更努力、更系统地思考的阻碍，我们应当从不同角度思考那些无法避

免的权衡取舍。

8.10 关于理性的总结

如果一个科学理论无法说明事件何时发生，那么怀疑者就会问：

这理论有什么用？事实上，一个彻头彻尾的行为主义者（如果还存在

的话）可能会批评这整本书，因为既然我们讨论的现象都无法控制，

那么对它们的描述（和假设的机制）是没有科学价值的。我们的回答

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在处理繁杂而令人困惑的真实世界中人们的心

理事件和决策时，我们既无法完美地预测它们，又无法完美地控制它

们。所谓“其他条件相同”的限定条件也常常证明了这一现象。预测

实际结果时存在的不确定性，对于决策问题本身以及决策结果而言都

是无法避免的。当然，可能有人会说，真正的科学家不应该研究这些

不确定的现象，而应该仅限于研究环境中只有一个杠杆可动时，老鼠

按压杠杆的比率。（除了操控惟一能够被操控的设置所产生的结果，

还有什么能改变老鼠的行为呢？）但若所有科学家都按照这个法则待

在象牙塔里，我们就不会有气象学、农学、遗传咨询、计算机科学，

还有许多其他实用的应用科学了。

当然了，完全理性的思维过程不保证一定可以获得真实结论，还

必须有实际、有效的信息输入。当海斯蒂第一次讲授他的判断与决策

课程时，他在满教室20多岁的年轻人中发现了一位中年学生。过了几

节课，那位中年学生做了自我介绍并解释了为什么会选这门课程。就

如那位学生所述，他遭受了一系列不幸，处于离婚和即将失业的阴影

之中。他说，最初他非常困惑，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在他身上，但

经过深思，他意识到他实际上只是一个庞大的“心理学实验”中的一

个被试。（事实上，他来哈佛学习的一个原因是他想要见B.F.斯金纳



教授，他相信斯金纳教授就是控制他生活的实验者。）他又引用了几

十个难以解释的行为和事件，只有当他假设自己真的“在一个心理学

实验”中才能够解释这一切。海斯蒂想要他提供具体的例子，但他提

出的证据都不够有力，因为大多数例子在其他的假设下（即那位学生

并不处在心理学实验中）也有可能发生（例如，“我妻子打断我的

话，然后正好说出了我之前想要说的话”；“我下班后和同事正在喝

酒，他说起公司正在裁员，仅仅几天之后我就被炒鱿鱼了”）。不

过，他的这一妄想系统的积极一面是，他相信这场实验最终会结束并

公之于众，相信他已然显露的天资（由于被实验者所控制）将证明他

有做领导的品质，能够在政府高层担任可靠的领导。

可能这则轶事最吸引人的部分是那位学生对于为什么接近海斯蒂

所做的解释：他担心自己由于对这些事件的解释不理性而被欺骗。因

此，为保证他不得到一个错误结论，他试图尽可能小心谨慎地应用老

师的忠告。选了海斯蒂的课之后，他意识到他需要慎重地运用贝叶斯

定理，参考他收集到的诸多证据，来评估“我是一场庞大而神秘的心

理学实验的被试”这一假设的后验概率。他在评估假设的计算方面希

望得到帮助！

这个故事在那一学期并未结束。几个月后，那位同学拜访了海斯

蒂，希望后者能在自己保住工作的诉讼中作证。但其雇主的精神科医

生已经诊断其患有严重的偏执妄想（海斯蒂觉得可能是真的）；认为

贝叶斯定理是他妄想系统的一部分，而且医生还认为托马斯·贝叶斯

教士是其精神分裂症所导致的一个虚幻角色。（海斯蒂郑重反对那位

精神分析师关于托马斯·贝叶斯是幻觉的断言，尽管他也很怀疑那

999999/1000000的后验概率以及那位学生是某庞大社会实验的被试这

些结论。当然，准备证词的经历也使得海斯蒂怀疑，自己与这个模糊

的历史人物的交集仅仅只有一个以其名字命名的概率定理，为什么自



己就这样坚信其存在。）“如果输入的是错觉，那输出的也必然是错

觉。”——无论两者之间经过多么严密的计算。

我们一直致力于指出那些导致我们所有人做出非理性判断和选择

（在非理性判断的基础上）的因素和思维方式。人们未必要陷入这些

思维过程，如同一个惊慌的游泳者并不需要拼命将头伸出水面。像游

泳者的生存训练一样，我们能够学会对抗这种本能反应而变得更加理

性，但与游泳的例子一样，这需要知识、自控和努力。然而，从一个

规范的角度而言，学会区分哪些情形会促进或阻止特定的行为、哪些

思维方式是有效的或无效的，这都是心理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十分

重要的成就。

最后，我们要指出的是，那些试图掌握全部情境以便准确预测或

控制的人，很少能比得上另外一些人，后者会在无法减少不确定性，

而这些不确定性又起决定作用的情形下寻求适度目标。一个人试图理

解所有的事情，却往往会一无所知。理解了思维的非理性并非一无是

处，即使我们无法准确预测非理性何时出现，也并不总能知道如何控

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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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塞壬是希腊神话中半人半鸟的海上女妖，常用美妙的歌声诱惑过路的航海者而使航船触礁沉没。

英雄尤利塞斯率领船队经过墨西拿海峡的时候，因为事先得知塞壬的致命诱惑，所以命令水手用蜡封住各

自的耳朵，并将自己绑在船的桅杆上，方才安然渡过。——译者注

[2] 拉普拉斯（1749~1827），天体力学的主要奠基人，天体演化学的创立者之一，分析概率论的创始

人，应用数学的先躯。——译者注

[3] 越往后，论点越趋向于一个“合取事件”，越难以被推翻。——译者注



第9章　对后果的评价：基本偏好
你可以决定自己的口味和偏好。

——佚名

9.1 快乐有何好处

著名哲学家边沁曾经将“乐和苦”比作主宰，认为“它们会指出

我们应当做什么以及将会做什么”。很多人会说，决策的目标能使决

策者感到快乐。美国独立宣言也宣称“追求快乐”是“一项不可剥夺

的权利”。然而当决策被“追求快乐”的动机驱动时，最重要的不是

快乐和痛苦的体验；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我们对结果的预测以及使我

们决策后感到快乐的东西。Daniel Kahneman把这种预期的满意感称为

“决策效用”，以便与“体验效用”形成对比（Kahneman，Wakker，&

Sarin，1997）。许多经过深思熟虑而做出的决策，都包含我们的一种

预期，即每一种选择结果会给我们带来何种感受。当我们选择在学校

里学什么时，我们会考虑未来的经历会让我们有怎样的感受以及随后

我们会有怎样的机遇；当我们决定结婚时，我们会预测我们在多大程

度上愿意与这个伴侣共度余生；当我们选择一种医疗方案时，我们会

评估对于生或死的结果我们会作何感受。

我们主观所体验到的快乐或者痛苦的感觉，即为体验效用，心理

学家刚刚开始揭示这一过程。这些过程常常具有神秘色彩，因为许多

评价式反应发生得非常迅速，还没来得及进行完整的认知分析，这些

反应就完成了。人们常常会用本能反应一词来描述这种评价式反应，

因为他们无法从意识水平解释这种反应发生的基础和机制，他们会说



“我就是知道我喜欢什么”，其实这种无意识的反应过程是可以被认

知的。任何需要从记忆或知觉分析中提取信息的认知反应都多少含有

内隐的成分，当然这也包括任何判断与决策研究者所感兴趣的反应。

亚里士多德鼓励人们寻找两个极端之间的“居中之道”，即“万

事都要取中庸之法”（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在对中庸之道的追求

过程中也要讲究中庸之法）。但是为什么这个“中庸之道”如此可取

呢？Clyde Coombs和George Avrunin（1977）给出一个非常简单的原

理：“好的事物会使人生腻而坏的事物会逐渐升级”，这个原理也可

以用来形容人们在量上有差异的选项之间所做的抉择。食物就是一个

非常典型的例子。在经历过严重的食物匮乏之后，得到很少量的食物

也能给个体带来非常重要的营养价值和愉悦感。而随着食物量的逐渐

增多，获取营养的重要性逐渐降低，每吃一口食物所带来的愉悦感也

逐渐降低。所谓好的事物使人生腻就是这个道理。另一方面，随着食

物消耗量的增加，食物中的卡路里、添加剂、食糖、脂肪等等造成危

害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大。不仅如此，这些成分的有害性还会逐渐累积

和增强。例如，大部分人都会认为，如果每天摄入超过正常水平500单

位的卡路里，其坏处要比每天摄入超过正常水平250单位卡路里的坏处

多出不止两倍（超重30%比超重15%的坏处要高出两倍不止）。

Coombs 和Avrunin（1977）用假期的长度作为另一个例子来对此

进行说明。远离工作的前几天是很愉快的。但是很快，休假者就适应

了度假时的新环境，假期带来的享受开始变得不那么强烈。就像第200

次看到一座山峰、一座宫殿或伦勃朗的画作远远不如第三次看到时令

人兴奋一样（当然，这个广泛适用的规则也有例外的时候，在一些情

况下，反复暴露于一些微妙精细的体验——这里我们指的是音乐、艺

术或者文学——会使我们对之有更深的理解和更大的满足感）。除此

之外，度假中有趣的挑战会逐渐变成麻烦事。与此同时，由于度假而

耽误的工作越来越多，这些都需要以后弥补。因为繁琐工作带来的效



应是逐渐增强的（两个小时的繁琐工作比一个小时带来的痛苦的两倍

还多），假期带来的这种不好感受也会随着休假时间的增加而逐渐增

强。“好的事物会使人生腻而坏的事物会逐渐升级”的原理可以用图

9.1来表示。

图9.1　Coombs 和Avrunin（1977）关于单峰偏好函数的两个组成成分的假设

当让人烦腻的好特征（+）和逐渐升级的坏特征（-）加在一起

时，结果是一个单峰函数（single-peaked function），并且在某个

适中的量上取得最大值（如图9.1中的虚线）。净收益（正负之和）在

适中的量上达到最大。Coombs和Avrunin（1977）已经证明，如果

（1）好的特征逐渐生腻（数量和收益之间的关系函数有一个正的且逐

渐减小的斜率），（2）坏的特征逐渐升级（数量和坏的特征之间的关

系函数有一个负的且绝对值逐渐增加的斜率——变得更负），（3）负



函数比正函数变化得更快，那么（4）好的体验和坏的体验综合之后

（即正函数和负函数之和）的结果总是单峰的。事实上，如果每一个

特征的评价是可以加总的，那么当起始之和非负，且坏特征的效用函

数的斜率（这里指的是绝对值）始终大于好的特征效用函数的斜率

时，总体评价的函数就是单峰函数。此外，图9.1中总体评价“平缓型

最大值”特征是很常见的。毕竟很多时候我们也很难把这个“最好的

体验”和附近“好的体验”点区分开来。

这里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许多体验（如吃东西、度假）都

会表现出这种总体快乐（痛苦）感与体验数量之间的单峰函数关系。

换句话说，在体验的数量上，每个人都会有个人的“理想点”。并且

我们还要注意，不同的人理想峰值的位置很有可能不同。肯特喝咖啡

时不喜欢加糖，而芭比却喜欢放很多糖；对芭比来说11天的假期很合

适，而对肯特来说3天就够了；芭比的理想状态是有1个孩子，而肯特

却希望有4个孩子；等等。

而且，正如Coombs和Avrunin（1977）所假设的那样，许多体验能

够同时引发正性评价和负性评价，并能够将这两种更原始的反应综合

起来。Tiffany Ito和John Cacioppo（1999）进行了一项研究，他们

向被试呈现评价性的情绪唤醒图片，同时记录被试的脑活动。之前的

生理学研究的结果表明，快乐和痛苦涉及不同的神经环路和不同的神

经递质（多巴胺类和快乐相关；乙酰胆碱类与痛苦相关）。Ito和

Cacioppo的发现与上述观点一致，一些评价性的反应常常是矛盾的

（一个正在康复期的酒精依赖者对一瓶威士忌的反应、一个节食者对

丰盛甜点的反应），这说明两个方向的作用是同时存在且互相独立

的。

另一个有关体验评价的发现是这样的，即使在体验发生之后立即

测量，这种瞬时评价之和与体验过程中所记录的评价之和也不相等。



Donald Redelmeier和Daniel Kahneman（1996）让被试经历痛苦的医

疗过程（例如，结肠镜检查，在检查过程中，一个小号棒球棒大小的

医疗检测工具伸入到被试的直肠之中，并在大肠中来回移动），在检

查过程中，让被试报告当前的疼痛水平。检查结束之后，立即让被试

对整个过程进行一个整体的疼痛感评价。他们发现了一个普遍适用于

快乐和痛苦的峰-终（peak-end）评价原则，即在预测总体评价时，其

实只需要考虑整个体验过程中最强烈的那一部分和最终的痛苦/快乐水

平。

峰-终评价原则的一个推论就是时长忽略（duration neglect）：

人们对于体验过程的长度非常不敏感。Kahneman为过程忽略的力量和

“最终”的感受在整体评价中的关键作用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力的证

明：实验中被试需经历两个不愉快的过程，将手浸入冰水中：（a）在

14℃的水中浸入60s；（b）在14℃的水中浸入60s，并且在不知情的情

况下在15℃的水中再浸入30s。当让被试从以上两种过程中选择一种重

复体验时，大部分被试（65%）选择了更长的体验过程——而没有意识

到，客观上后者已经包括了前者，会使人更不好受。

心理学家已经设计了旨在增加个人整体幸福感的程序（Diener &

BiswasDiener，2008）。这个做法源自于享乐主义相对论（hedonic

relativism）的概念。Philip Brickman和Donald Campbell（1971）

提出：“我们如何才能走下‘享乐跑步机’？[1]”心理学家Allen

Parducci（1995）发明了一种“快乐游戏”，游戏中的玩家选择一定

数量的游戏币，并且通过游戏的反馈来学习怎样根据Allen提出的快乐

感的范围-频率理论进行选择。然而考虑到我们对快乐感的总体了解，

最好的建议是，不要过分强调决策中的预期快乐感，而是要慎重地考

虑决策选项的其他方面及其结果（我们会在第10章给出更多关于如何

决策的建议）。对大多数人来说，环境整体幸福感的知觉存在着比较

稳定的个体差异。一些人通常更乐观一些，会比其他人感觉到更多的



快乐；而另外一些人则稍低于平均水平。对大部分人来说，我们会在

一个相对稳定的“快乐内在调整系统”上下适当波动；换句话说，个

体总体幸福感的变化跟我们的体重变化方式比较相似。

Sonja Lyubomirsky（2008）告诉我们，虽然个人的快乐调整系统

对快乐感有很大的影响（据她估计有50%），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努力来

改变快乐的“容量”。她提供了“计算我们的幸福”和“改善我们的

社会关系”等一系列练习，通过这些练习可以增强快乐感（如更多地

向他人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其他人也指出了一些能够改善我们决

策的方法：选择一些为我们带来内在满足感，而且我们不会那么快就

适应的选项或者体验（如Hsee，Xu，& Tang，2008）。也有一些人列

了一个所谓的“损害快乐的因素”的目录，并给出了一些关于如何避

免它们的建议（Lykken，1999）。

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快乐感及相关感受并不是我们在结果评估中

唯一要考虑的因素。许多时候我们会关注预期结果中的其他方面，但

有些时候我们决策时往往采取的是一种非结果取向的方式：“我并不

是有意决定将报纸放在回收筐，我这样做仅仅是因为我不是一个乱丢

垃圾的人。”“我并不是因为我的投票会对选举结果产生影响才去投

票的，我投票是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好公民都应该这样做。”当然，冲

动性也会在我们的决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我并不是要去追尾前面

的车，我只是想尽量准时赶到机场乘坐航班。”“我并不是特意进行

性行为，我这样做是因为我能做。”

9.2 情绪在评价中的作用

每个人都知道情绪在决策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却很难精

确分辨出情绪的具体作用。其中一个主要的障碍就是对情绪没有一个



统一的精确定义。Paul Ekman和Richard Davidson（1994）调查了他

们的同行对情绪定义的看法，试图找出一些共同之处。他们将结论部

分的标题定为“大多数的情绪研究者都认同的观点”，并且评论说

“最开始并没有打算在这部分标题中加上大多数这个词”

（p.412）。他们解释说，他们无法找到一个所有人都赞同的主题。

在这本书中，我们并不指望提出一个普遍接受的关于情绪

（emotion）的定义。但就目前的情况来说，我们认为有四个概念可能

是有效的：情绪（emotions）、感觉（feelings）、心境（moods）和

评价（evaluations）。我们将情绪定义为对能够引发明显动机的刺激

和情境的反应，它通常包含三个成分：认知评价、特异性的生理反应

和可知觉的体验。首先我们认为，情绪来源于对当前环境变化知觉的

反应，这里的变化常伴随着情感性结果。其次，我们用心境这个词来

指代我们（自主性）生理反应系统的长期状态和伴随着的可意识到的

感觉，言外之意是情绪和心境并不总是在意识之中的，可知觉的体验

并不是情绪反应的必要成分，这一点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最后，我

们认为评价这个词通常指的是对快乐痛苦、好-坏结果的判断。

判断和决策领域的研究者最近才开始研究情绪在决策中的独特作

用。决策一直以来被看作是一种理性的、认知的过程。情绪仅仅是影

响整体评价或效用的众多成分之一。但我们仍然认为预期的情绪反应

在对行为结果的价值评价或者效用（决策效用或体验效用）评价过程

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人们通常会预测他们对某种结果会有怎样的感

受，并且依据这种预期的感受来评价和做出最后的决策。

我们可以用一种方法来避免因概念不一致而产生的混淆，那就是

研究一个简单的情境，在这个情境中关于情绪的操作性定义能被普遍

接受。据此，一些最具有启发性的研究，尤其是对行为和神经生理基

础关系的研究，已经在非人类被试上完成了定义明确的恐惧性条件反



应范式。恐惧性条件反应范式的操作性定义是：向实验中的被试（通

常是大鼠）呈现一个新异的刺激（常常是一个声音），并伴随着一次

不愉快的轻微电击。当声音和电击匹配了几个试次后，声音便开始成

为电击的信号，仅呈现声音就会使大鼠产生许多恐惧性反应（寒颤，

排便，对疼痛反应的抑制，应激性激素的释放以及反射增强）。恐惧

性条件反应范式的一个优势是，它可以在动物身上可靠地产生许多不

同的反应，这些不同反应的核心都能用“恐惧”反应假设来解释。

Joseph LeDoux（1996）、Edward Rolls（1999）和他们的同事们在探

究大鼠及其他动物在条件性恐惧反应中的神经和生化系统所发生的变

化上取得了重要的进步。这些科学家已经描绘出大部分的皮层下环

路，并且已经确定杏仁核在焦虑和恐惧反应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从这些研究中可以得出的一个重要信息就是，许多情绪反应的先

兆通常是无意识的，并且这对正在经历它的人来说是很不可思议的。

看看很多时候我们是怎样困惑于自己对环境和某个人产生的无法解释

的反应，或怎样去否认一种除了我们自己其他人都明白的强烈的情绪

反应：“我根本没有生气！”，我们就能明白这个道理。研究者们认

为情绪的基本功能是一个快速的紧急反应系统。LeDoux（1996）指

出，皮层下的恐惧系统加工信息的速度比皮层系统进行意识层面的加

工要快很多，这个“快速且不愉快的通路”让我们能够在完全了解刺

激究竟是什么之前就开始对潜在的危险刺激进行反应（p.274）。

更广泛地说，人们对与个人相关的客体或事件的早期自主性反应

是一种好-坏的评价过程，这一点似乎得到了一致的认同。许多行为科

学家已经得出结论：评价发生得很快，而且这个过程包含情绪感受和

不同的躯体-生理事件。Robert Zajonc（1980）强调，用数学家帕斯

卡的话来说，“我们的心有着它自己的道理，而我们的理性对这种道

理通常一无所知。”为了印证这个观点，Zajonc引用了一些逸闻轶事

和实验证据来说明分析性的、认知的反应同情绪性的、直觉的反应之



间的分离。他首先举了基于记忆进行判断的例子：当你被问及一本书

或者一部电影时，你能立即反应过来自己是很喜欢它的，却发现很难

回忆出其中的任何特定细节来解释自己对它的评价。这样的事是不是

经常发生？在随后的实验研究中，Zajonc证明实时判断中评价性反应

发生很快，通常在认知识别之前发生，甚至直接替代认知识别。

认知神经科学家已经在试图描述这种快速评价性反应的神经生理

过程的特点。John Cacciopo、Tiffany Ito和其他研究者认为存在一

个二元的评价反应系统，该系统具有两个独立的神经环路，一个（多

巴胺传递的）环路评价正性反应，一个（乙酰胆碱传递的）环路评价

负性反应。Richard Davidson（1999）和他的同事们研究长期情感类

型（在我们来说是心境）的个体差异，他们发现左侧前额区域相对活

跃的个体倾向于表现出更多的正性心境，对刺激事件的反应也更积

极；而右侧前额区域的激活更多地与负性心境和情绪有关。在对情绪

作用的研究中，或许最有意思的结果来自于爱荷华大学的研究者

Antonio Damasio的实验室。Damasio（1994）认为，我们人类和

Ledoux的大鼠们很类似，都有一个帮助我们迅速做出决策的情绪信号

系统，并且，当我们相对缓慢的认知系统处于信息超载状态时，该系

统也能帮助我们进行决策。（我们在第13章会详述他们的工作。）

Damasio的观点中值得注意的是，他强调情绪具有正性的、适应性的作

用——具体来说就是，如果没有各种各样的情绪，我们会做出许多糟

糕的决定。这一点与宗教和弗洛伊德学派所持有的传统观点形成鲜明

对比，后者认为情绪会为我们的决策制造麻烦，干扰我们进行理性思

考。（回忆一下我们在章节9.1中对本能情绪的讨论。）

最近得出的另外一个结论是，当事物能引发后悔或喜悦时，体验

效用会增强，尤其是有惊喜出现的时候。Barbara Mellers和她的合作

者（Mellers，Schwartz，& Ritov，1999）设计了一个决策任务来捕

捉这些反应。在她的实验中，被试被分为两组，分别告知或不告知他



们没有选择的那项赌博游戏可能带来的报酬更高，但所有被试都会知

道自己选择玩的赌博游戏最后得到的报酬。通过这种方法，研究者能

够引发出被试的后悔情绪（例如当被试没有选择的赌博游戏比他所选

择的赌博游戏获得的报酬更高时，即使前者获得高报酬的可能性很

低，也会有同样的效果），也能引发喜悦情绪（当被试没有选择的游

戏报酬结果远不如所选择的游戏结果时）。然而，究竟在何种条件下

人们在决策时会预期并考虑反事实的情绪——即后悔和喜悦的情绪究

竟在什么条件下会影响决策效用和体验效用却不太清楚。在行为和神

经科学研究领域，有关情绪和决策的研究处于前沿且正在快速发展，

每一天都有许多新的结果出现（在第13章会对该话题有更深入的讨

论）。

9.3 金钱的价值

在 1923 年 版 的 《 韦 氏 国 际 英 语 词 典 》 （ Webster’s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中，对于价值（value）的第一项定义是

“物品或者活动的某种性质，可以通过与之等值的物品或活动来估

计”，后面几项定义关注的是内在渴求性，再后来的几条则更多涉及

以金钱或货物来衡量的市场价值。而在1968年版的字典中，前五个定

义却很明显与货币等价物（monetary equivalents）有关：“1.以金

钱来衡量的合理的或合适的等价物，合理的价格；2.特定时期某物品

所等值的货物的市场价；3.以金钱衡量的等价物；4.评估的价值或价

格；5.购买力。”1968年版的字典只有第六个定义才和1923年版中的

第一条定义一致。在日常使用过程中，价值绝大多数情况下和货币等

价物是同义词。但对决策者来说，要表达更一般概念中的价值或是渴

望性程度，相比仅仅用金钱来表达，用效用（utility）来描述会更合

适一些。然而即便是效用这个词也是不明确的，因为效用在字典里的

定义是“即刻的有用性”，而这个定义却与决策理论家所讨论的效用



不是一个概念。我们更偏向的表述方式是对决策者而言的个人价值

（personal value）。虽然我们在这一章中所讨论的大部分例子都涉

及归属于金钱范畴的个人价值，但是所得的结论也同样适用于更广泛

意义下的个人价值。

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在解释价值评估时更强调心理学家所指的客观

体验维度与从该体验所获主观价值之间的心理物理关系。（Coombs的

单峰曲线[参见章节9.1]就与这层含义相符。）为了更好地理解研究价

值和效用的心理物理学方法，简单地回顾一下历史发展过程是非常有

必要的，而这段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50年代。在那个时期，许多心

理学家都曾问过一个简单的问题，究竟物理刺激的强度变化多少才能

让个体察觉差异？举例来说，如果一个人最开始时承受100g的重量，

那么再增加多少重量才能使其躯体感觉到实际上重量改变了？心理学

家恩斯特·海因里希·韦伯（1795~1878）指出，总的来说，某一种物

理刺激，若使人感觉到其强度的增加（或减少），所要增加（或减

少）的量与刺激本身的强度是成比例的；就是说，为了达到可识别的

差异，所增加（或减少）的刺激强度与刺激本身强度呈固定的比例，

这个量通常被叫做最小可觉差。（目前所使用的确定最小可觉差的标

准方法通常是选取被试在75%的情况下都能正确判断出两个刺激哪一个

更强时，这两个刺激的强度差异；选择75%这个数字比率作为最小可觉

差的定义，是因为最小可觉差应该是人们能在50%的情况下做出正确反

应的强度，假设人们没有感觉到差异时凭猜测判断正确的随机概率是

50%，则50%+50% × 50% = 75%。）

为了达到最小可觉差，需要增加（或减少）的刺激强度和原刺激

强度的比率叫做韦伯分数。举例来说，对重量差异感知的韦伯分数接

近于1/30。事实上，对于特定类型的感官刺激，这个分数基本保持恒

定，这就是韦伯定律。这一定律虽然并不能精确适用于所有的刺激维



度或者所有的强度范围，但是在研究和实践中作为大致接近的定律还

是非常有用的。

在19世纪80年代，心理学家古斯塔夫·费希纳（1801~1887）提

出，最小可觉差可以用一定数值的心理强度而不是物理强度来表达。

他认为心理强度是物理强度的对数，即费希纳定律。这个定律也不能

适用于所有的刺激维度或者所有的强度范围，但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

近似定律。实际上，这一定律被广泛接受，就如噪音的心理强度用贝

尔或分贝来衡量，而这些计数单位就是以物理振幅的对数值来定义

的。（每增加1贝尔，表示物理振幅增大十倍，而每增加1分贝，则物

理振幅比之前增大1.26倍，1.2610=10；所以1.2610的对数=1.26的对

数的10倍，就是说10分贝等于1贝尔。）这个对数函数见图9.2。

对数函数也遵循收益递减原则，也叫做边际报酬递减律。经济学

家提出，这个定律不仅仅适用于感觉强度，而且适用于金钱和财产对

个人的效用（包括决策效用和体验效用）。对读者来说，200万美元的

价值要小于100万美元的两倍——即使这两笔钱指的都是税后收入。金

钱的效用函数中的这种回报递减特征并不一定表现为精确的对数模

式。

这个函数（图9.2）最早是由18世纪的瑞士数学家兼物理学家丹尼

尔·伯努利提出的。他的这个观点第一次清晰说明了主观满意度与客

观数量并非直接（线性）相关，他的这个观点从直觉上是非常有吸引

力的，谁会不同意0美元和10美元之间的差异，要比100美元和110美元

或者1000美元和1010美元之间的差异更显著，更易察觉，也更容易产

生愉快的感觉呢？将这个函数与Coombs和Avrunin（1977）的单峰偏好

曲线的推导过程联系起来非常有意思。可以确定的是，Coombs在其模

型中提出“好的事物会逐渐生腻”这一原理时，他肯定考虑了边际报

酬递减这个普遍规律的。但是，我们更应该假定伯努利的效用方程同



时反映了Coombs的正性特征和负性特征两个方面，并且想象事实上这

个方程对应的曲线也是单峰的。也就是说，存在一种情况，比如我们

拥有了太多的金钱，这时我们可能面对的骚扰、社会仇视、绑架威胁

或是其他的仇富以及仇“名”的行为会越来越多。因而曲线就会存在

一个顶点，再之后我们对更多金钱的渴望就会因上述负性事件的增多

而大为减少。

图9.2　费希纳定律所概括的对数函数关系的图示，也是之后伯努利所提出的客观结

果（如一定量的金钱）与主观满意度之间的一般价值函数的图示。

金钱收益和效用之间存在边际报酬递减的函数关系，这一假设在

经济学理论中已经属于老生常谈了，大多数研究者都已经证实，我们

对收益的评价表现出上升幅度减小、单位回报递减的模式。在20世纪

70年代晚期，Kahneman和Tversky（1979）提出预期理论（prospect

theory）来描述决策者的行为。这个理论的基本观点就是：回报递减



规律适用于决策所带来的好的和坏的客观结果。这个理论包括很多具

体内容，我们会在第12章深入讨论，在这里主要关注两点：

1.个体根据某个数额与参照水平之间的差距来衡量当前的金钱结果，这个参照水平常

常是个体当前的参照点（通常是现状）。无论选择带来的是正性还是负性结果，其价值都随

着结果与参照点之间差异的增大而表现出报酬递减的特征。

2.对价值函数来讲，损失部分比收益部分更陡。

预期理论与传统的经济效用理论的主要差别就在于加入了一个可

变的参照水平。尽管在许多情境中，参照点的选取受到决策背景的影

响，但是准确描绘出预测参照点的行为规律却是目前预期理论研究领

域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

考虑如下的选择：如果你刚刚得到200美元，那么下面的两个选项

你更偏好哪一个？

选项1：你再获得100美元。

选项2：扔硬币决定，如果硬币正面朝上，你再获得200美元；如果硬币背面朝上，你

将什么都得不到。

大多数人都选择选项1，即确定获得额外的100美元收益。

现在再看看刚才这些选项的变式：如果你已经获得了400美元，但

是现在面临一项惩罚，你必须从下面两个惩罚选项中选择一个。

惩罚选项1：你必须退回100美元。

惩罚选项2：扔硬币决定，如果硬币正面朝上，你必须退回200美元；如果硬币背面朝

上，你一分钱也不用退回，即400美元都归你。

当面临惩罚措施的选择时，大多数人都倾向于选择第二个选项。

如果运用上面总结的预期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我们可以看到，

按照价值曲线的边际报酬递减特征，100美元收益的价值比200美元收



益的价值的一半要大；所以相比于50%的概率获得200美元，人们更偏

好确定的100美元收益。但与此同时，100美元损失的价值却比200美元

损失的价值的一半更负性，所以相比于确定退回100美元，人们更偏向

于50%的机率退回200美元。这样的选择是非理性的，这种非理性的出

现是由于人们并没有看到他们决策的最终结果，而是在不停地改变自

己的参照点，并依据变化后的参照点来做出判断。当被告知自己已经

获得200美元时，他们将这个现状作为参照水平；当被告知已经获得

400美元时，此时他们又会将400美元的现状作为参照水平。这样，尽

管在两个问题背景下最终的结果是一样的，人们依然会做出相互矛盾

的选择（选项1是300美元的确定收益，选项2是期望值为300美元的赌

博）。

正如Kahneman和Tversky（1979）所指出的，根据现状来评价结果

的做法也能在更一般的适应性（同样来源于感官心理学研究的历史发

展过程）原则中找到。他们写道：

相比于绝对数量，我们的感觉器官对变化或者数量差异更敏感。当我们对一些属性进

行反应时，例如亮度、响度或温度，过去经验和当前情境会决定一种适应水平，或者是参照

点，人们会依据这个参照点来知觉新的刺激，这样一来，就可能出现不同的判断结果……某

温度的物体有可能被知觉为热的，也有可能被知觉为冷的，而究竟是哪一种情况则取决于个

体当前已经适应了的温度。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非感官的维度，比如健康、声望和财富。相

同水平的财富，对一个人来说意味着贫穷，而对另外一个人来说则象征着富裕，则取决于他

们当前的财产状况。（p.277）

预期理论与经济学中标准的边际效用递减理论的区别就是，后者

假设决策者会依据最终的结果选择不同的选项。效用函数边际报酬递

减的形状造成了这样的情况：对于负性结果来说，任何赌博性选项都

会相对没那么负性，用效用来衡量的话都比相应的确定选项更有价

值；而对于正性结果来说，任何赌博性选项与确定性的收益来比，都

会显得价值更少。（讽刺的是，证券经纪人经常建议没钱的人们保守

一些，而建议有钱的人们更多地去冒险，根据上述框架，这一点是非



常说不通的，尤其是没钱的人如果选择保守地投资，基本上注定仍会

继续处于贫穷状态，与此同时，有钱的人选择冒险最后却会变得贫穷

潦倒。）

图9.3的上半部分代表了标准的经济学分析，下半部分则展示了对

选项选择问题运用预期理论所进行的分析。回想一下，刚才面对的两

个问题都是在两个相同的选项之间进行选择，一个选项是确定的300美

元，另一个选项则是一半对一半概率的200美元或400美元。这些最终

的结果形成了期望效用理论分析的基础。如果金钱的边际效用递减，

200美元效用和400美元效用的平均值是小于300美元效用的。这个平均

值可以用200美元对应的效用点和400美元对应的效用点之间的连线上

的某个点来表示；效用函数的形状决定了刚才所说的那条直线总是处

于曲线之下。即便是在决策者所面临的每个选项中都增加一个相同数

量的正性资产，并以此时的资产作为最终的结果，连接不同点的直线

依然是会在曲线之下，而唯一的不同就是这些线都同时向右移动了一

些，所以300美元的确定收益依然会更受青睐。实际上，曲线上任意两

点之间的直线都是在曲线之下的，这就意味着总体上人们在考虑收益

的时候都是“风险规避”的。



图9.3　传统效用理论与预期理论中关于客观结果和体验效用或价值之间关系分析的

对比

现在让我们思考一下刚才提到的选择框架，已经得到了200美元，

然后再从确定获得100美元和50%可能获得额外200美元、50%可能获得0

美元之间进行选择。根据预期理论，决策者是不会考虑最终的结果

（300美元和一半对一半概率的200美元或400美元），而是根据自己的



现状（参照水平）来将当前的情境知觉为获益情境或者损失情境。已

经获得的200美元会被整合入参照水平中，由于预期理论中假定的效用

曲线也是边际递减的，决策者同样会倾向于选择确定获得额外100美元

收益，和经典的效用理论相似，预期理论预测人们面对收益时表现出

的风险规避。

假设现在的选择情境是这样的框架：已经得到了400美元，然后要

求在以下两个选项中选择：一个是确定要退回100美元，一个是50%的

概率退回200美元、50%的概率一分也不用退。这里最终的结果和上面

提到的选择情景的结果是一样的。但根据预期理论，这时决策者会以

现在的财产状况为参照点，以损失框架来分析他所面临的选项（此时

的参照点变成了400美元）。考虑到效用函数随着损失的加大同样表现

出边际递减规律（如图9.3的下半部分），损失200美元的负效用和0美

元的效用的平均值并不如损失100美元的负效用那么糟糕。（这个结果

可以用连接相应结果的直线上的点来表示，对于损失情况，边际递减

的效用函数使得曲线上连接任意两点的直线都处于效用函数曲线之

上，这就意味着面对损失时人们的行为是“风险寻求”的。）因而根

据预期理论，对于这种选择情境，人们会选择一半对一半的风险选

项，而在实际中也的确如此，当人们面临这种问题时普遍会倾向于选

择风险性选项。

在将我们的讨论扩展到赌博之外的情境之前，我们将用第1章中解

释期望效用理论的例子来阐释预期理论，这个例子是在两对赌博情境

中作选择：

（a）有0.20的概率获得45美元，否则一无所获。

（b）有0.25的概率获得30美元，否则一无所获。

以及



（a′）有0.80的概率获得45美元，否则一无所获。

（b′）确定获得30美元。

正如我们在第1章所指出的，选项a和a′分别比选项b和b′有更高

的期望值（例如选项a的期望值是9美元，而选项b则是7.5美元）。然

而，个人效用函数的边际递减特性却可能会使得人们选择b或b′。但

和经典的效用理论不一致的是，第一组选项是选a，第二组却选了

b′，或者第一组选了b，第二组却选了a′。组合之间的选择，在不违

背章节1.5中所提到的理性标准的前提下，选择ab′组合，或者选择

ba′组合都是有可能的。

现在来看看如下两个选项：

（a″） 在第一阶段有0.75的概率失败且一无所获；但是如果成

功通过第一阶段，在第二阶段会有0.8的概率获得45美元，其他情况则

一无所获。

（b″） 在第一阶段有0.75的概率失败且一无所获；但是如果成

功通过第一阶段，在第二阶段会确定获得30美元。

如果“第二阶段”成为函数的原点状态，预期理论预测选项b″会

受到刚才在a′和b′之间选择b′的个体青睐，实际上大部分被试也的

确如此。但是 a″相对于 a（ 0.25×0.80=0.20 ）和 b″相对于

b（0.25×1=0.25）在逻辑上是等价的，所以选择了a之后又选择了b″

或者选择了b之后又选择了a″是不一致且违背理性原则的。这种选择

的模式在对赌博选项偏好的研究中是很常见的，这种现象被称为虚假

确定性效应（pseudocertainty）；预期理论的解释是，决策者会将概

率过程中的某一特定阶段视作心理现状，然后对与之相比的获益表现

出风险规避，对与之相比的损失则表现出风险寻求。如果这个阶段目



的达到了，那么选择确定的30美元（选项b′相对于选项a′）就没有

什么不理性的，在没有到达这一阶段目的之前，选择具有更高期望值

的不确定选项（选项a相对于选项b）也没有什么不合理之处。但是这

一点却违背了经典效用理论。这里的不理性是指虚假确定性效应导致

了在不知道结果之前的矛盾选择——取决于选项是被看作一个整体

（即可能导致在a和b之间更偏好a），还是被分成几个部分来逐一看待

（即可能导致在a″和b″之间更偏好b″）。请注意，虚假确定性效应

取决于我们对概率的推理方式，它既可能在原始的金钱价值情况下出

现，也可能在对主观效用价值的讨论中出现。

注意一下就会发现，其实Coombs的“好的事物会使人生腻而坏的

事物会逐渐升级”（在量上）的原理和预期理论是直接冲突的。预期

理论包含着（像费希纳定律和经典经济学）“收益边际递减”的原

则，不论是对于正性的还是负性的结果都是如此。一种可能的解释

是，中庸原则是过去的体验效用（也许可能是内隐的）针对当前情境

的推广和泛化，由于预期理论的框架效应牵涉到对未来结果的预测

（决策效用）。杀害一个族群2/3人口的核战争所造成的危害，要比杀

害一个族群1/3人口的核战争的二倍还要高，尽管个体决策者在特定的

危机情境中会冒险选择一半对一半的可能性，杀害2/3人口或者不杀害

一个人，而不是选择确定损失族群1/3人口的选项。对此解释与框架效

应的非理性是一致的，因为个体面对既能以正性框架也能以负性框架

进行表征的选择时，他们并不是总能做到从两个方面来表征这些选

项。（举例来说，如果一个人通常在夜晚睡8个小时，并且认为睡眠的

前4个小时非常重要，然而如果失去后4个小时的睡眠也非常重要，那

么睡眠损失的函数就会表现为边际效用递增。）另外一种可能的解释

就是，在很多情况下“坏的事物会逐渐升级”并不是对的。正如之前

提到的，这个原理对于产生一个单峰函数是充分的，却不是必要的。



预期理论是用来描述行为的，它能预测不理性何时会出现，甚至

能预测不理性反应偏离正常或标准模式的方向。这个理论描述是由直

觉性的、自动的过程所做出的选择，例如将我们的现状作为决策的基

础，而不是根据它与我们固定总资产之间的差异来进行决策。当然，

预期理论并不能描述每一个人的决策行为；比如一些人有些时候不会

做出像虚假确定性效应那样矛盾的选择。但这个理论却是当今（就像

在写这本书的2009年）决策领域中最成功的描述性理论。

相较之下，经典的经济学效用理论则是一个我们应该如何做选择

的标准化理论，只有在部分情况下，它才是对我们实际选择行为的描

述。本书的一个重要观点是，直觉性的、自动思维过程会引导我们选

择其中一个选项，而分析性的、控制思维过程却让我们选择另外一

个。如果我们在“深思熟虑”之后所做出的选择没有什么变化，那么

研究决策的标准化理论就没有什么意义。我们不应该总是受制于标准

化理论，而应该清醒地认识它们，并且在有自我意识或者必要的时候

违反它们。

我们已经以不同数量金钱的价值为背景介绍了预期理论（和经典

效用理论）。很显然，当概念框架的客观方面（例如，美元）和主观

方面（价值，效用）都能很简单地量化时，测量数量和用理论方程来

计算是再简单不过了。此外，大多数对于这两种理论的研究都与金钱

结果有关。但是两个理论都旨在希望能够应用到更广泛的或好或坏的

价值媒介物上——健康的生命、财产、不同类型的愉快和不愉快的体

验。下面我们将看到，两个理论都旨在应用于价值和效用体验以及对

未来经验的预测中。

9.4 决策效用——预测我们重视什么



要想使决策的理性模型具有实际意义，就必须假设个人喜好不会

经常改变，且决策者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预测未来他们经历某些事情的

时候会喜欢什么或不喜欢什么。理想状态下，偏好并不随着时间的推

移而改变，并且在预期的决策效用和体验的实际效用之间有着很好的

一致性。经济学家Gary Becker和George Stigler（1977）曾争论说偏

好是稳定不变的——偏好中很少有什么大的变化是不能用价格和收入

来解释的。实际上，当使用问卷调查的研究者或实验室行为科学家试

图测量被试对各种事情的评价时——这些事情包括从呼吸到的空气质

量，对死刑的支持程度，对无脂无奶油去咖啡因的拿铁咖啡的偏好，

以及对玩一个金钱赌博游戏的渴望——他们通常会发现这些评价中存

在着非常不可靠的、明显的不稳定性。稳定价值观点的支持者比较强

调，在一个鼓励真实反应的情境中被试是否被问到了合适的问题，他

们据此来解释这些现象。而不稳定价值的支持者则认为，人们在生成

评价性问题的答案时其心理过程存在着基本的不可靠性（Kahneman，

Ritov，& Schkade，1999）。鉴于偏好改变的这种情况经常出现，我

们相信两种观点都对价值预期中经常出错这个现象具有部分解释力。

在决策的时候，人们是怎样预测其选择所带来的后果中哪些是让

他们高兴或者是不高兴的？我们认为，可以通过人们在预测价值过程

中所使用的判断策略或者启发式来提供一个好的解释说明。类比于我

们在第5章介绍的判断启发式，我们把它们叫做评价启发式。我们提出

三种基本的评价启发式：基于记忆中过去的经历而进行的价值预测，

基于对未来经历情况的模拟而进行的价值预测，以及基于深思熟虑的

计算或者推理规则而进行的价值预测。

过去的经历、学习和记忆在对未来的预测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

如果一种结果在过去让我们获得了快乐，我们很可能会预测它在未来

也同样能使我们快乐，于是就愿意去重复这种在过去产生好结果的行

为。所以，记忆中过去体验过的快乐和痛苦对将在未来带来某些结果



的当下选择起主导的作用。当然，关于过去的快乐和痛苦的记忆非常

重要还有另一个原因是，它是我们当前满意感的一种来源。这些感觉

反过来又会影响我们在社会环境中的行为，以及我们作为公民是支持

还是反对政治领导者。当记忆无法为我们提供准确的答案时，我们还

有其他的判断策略可以用来预测我们对可能的结果是否满意。

Daniel Gilbert 和 合 作 者 们 （ Gilbert ， Pinel ， Wilson ，

Blumberg，& Wheatley，1998）发现，我们在对未来是否幸福的判断

中 存 在 一 种 非 回 归 预 测 的 现 象 。 Richard Harrison 和 Jim

March（1984）提出，如果我们意识不到回归效应（第7章曾经介绍

过）的重要性，那么我们就会系统性地高估对好结果的正性反应以及

对坏结果的负性反应。Tim Wilson和Gilbert（1995）证实，人们有一

种趋势，会预测自己有比实际经历更极端的评价和情绪反应。实验中

他们让人们预测自己对于在不远的将来可能发生的，对个人而言很重

要的不确定事件的反应。例如，研究者们问初级教员，如果他们所在

的学术部门决定否决或批准将其提升至高级职位或有终身职位的教员

职位，他们会有怎样的反应。被试对自己特定方面的幸福感和总体幸

福感的预测比他们后来获得终身职位之后的实际评定要极端很多。简

而言之，他们预期自己会高兴或者不满，但是在结果出来几个月后，

他们的感觉和结果出来之前并没有那么大的差异。

这些研究者还创造了一个和刚才的情境类似的实验，他们向一批

大学生被试许诺说会给他们提供一个非常好的暑期工作，之后又告诉

他们无法实现。快乐感相关的反应与知觉和认知的反应类似，是非常

具有适应性的。类比于反应迅速的适应性生物免疫系统，这些研究者

将这种适应性的习惯称为免疫忽略（immune neglect）；而其中的

“忽略”是指，当我们预测未来状态时忽略我们本身的适应性特点。

我们相信这种免疫忽略的习惯最可能发生在依据对未来是好是坏的想



象而形成预期的时候。我们把第二种判断未来效用的策略称为模拟启

发式。

当我们依赖于模拟时，我们会因当前情绪状态的影响而产生偏

差。一种非常普遍且重要的判断偏差就与我们表现出的有限自我控制

有关（见George Loewenstein的综述，1996）。与尤利塞斯那些鼓舞

人心的自我控制策略相反，大多数人在决策时都会表现出有限的自我

控制（不仅仅是有限理性）。并且，根据尤利塞斯的描述，这种有限

可以归结于我们无法成功预测未来的行为或者反应。（王尔德的一句

名言概括了这个观点：“我唯一抵抗不了的就是诱惑。”）人们低估

了情境以及即刻可得的满足感在控制行为时的力量。结果，当人们在

性唤起时、嗑药时或饥饿时，总是会错误地预测他们在未来的行为。

Loewenstein将这一类预测错误归因于他所称的“热-冷共情差距”

——人们不知道处于不同的情绪状态时，他们的感觉对他们自身的行

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当他们从一个较远的距离来思量时，他们预期

自己在处于饥饿、性唤起或是马拉松最后一段距离的状态下会冷静而

自控。我们以为自己会依照更高级的习性来做出选择，而不是服从于

自己的本能，但这其实是一种假象；当我们预测自己在社会情境

（“这次我一定会给老板贡献我的一些想法”）和消费情境中（“我

能够抵制住自己买昂贵鞋子的冲动”）的行为时，这种假象很有可能

对我们的预测产生影响。但事实是，很多时候我们的预期是过于乐观

了，于是当我们面临实际的决策情境时，我们就会选择不使用安全

套、注射药物、吃不健康的甜食。

评价过程中的伴随情绪会让我们的评价出现难以预想的偏差。在

这里，伴随情绪是指在决策时所体验到的情绪，它和决策本身毫无关

系，既不涉及决策效用，也不涉及体验效用。Jennifer Lerner及其同

事们的研究（例如，Han，Lerner，& Keltner，2007）为这一观点提

供了很多支持。她们进行了很多相关的实验，通过让被试看一些电影



片段来操控被试在实验中的情绪。这些电影片段或悲伤，或高兴，或

引发愤怒，或恐惧，或令人厌恶或者是中性的，但这些情绪对之后的

决策都是无关的。结果却发现，这些伴随情绪有着非常明显的作用：

当你感到恐惧时，你变得风险规避；但相比恐惧，其他几类情绪的效

果就更微妙一些：悲伤情绪告诉我们“事情不太妙，是时候改变自己

的环境了”，这就会让我们非常愿意去花钱买新的东西；厌恶感会告

诉我们“放弃现在的财产”，让我们情愿以较低的价格卖掉我们现在

所拥有的东西；愤怒似乎会告诉我们采取行动改变不好的境况，这就

会让我们变得大胆且倾向于冒险。Lerner的研究总体结论就是，情绪

不仅仅给决策者传达“好或坏”的信息，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

“指挥”个体的行为。

其实在许多情况下，我们都会谨慎地计算我们多大程度上会喜欢

未来的某一种经历，我们把这种评价策略称为计算启发式。多样化偏

差是系统性预测错误的典型例子，它经常会出现在我们对自己会有什

么样的喜好进行精心推断的过程中。在Itmar Simonson（1990）的研

究中，学生们被告知即将有三次会议，他们要在六种点心中选出一种

在会议上吃，并且为每次会议各选择一种。当让学生在第一次会议上

一次性为这三次会议选择点心时，他们会选择更加丰富的品种（即从

不同类型的点心范围内进行选择），而当他们在每一次会议上分别做

出选择时，这种现象就没那么明显。此外，当那些提前做出所有选择

的个体被允许在后面的会议上表达他们的偏好时（此时他们已经选择

了一种点心），这个时候他们会对自己没有做出更一致的选择而感到

相当后悔。这种研究已经用其他种类的事物和经历重复多次并得到相

似的结果：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在不同的场合他们的需求其实是很相似

的。多样化偏差效应也有一个在社交情境中更常见的版本：当我们和

一群朋友在餐馆里点菜时，如果我们是通过说的方式点菜，而不是将

要点的菜写在一张纸上，我们就更可能选择不同类型的菜。



在我们看来，价值判断过程中许多显而易见的不稳定性都能够用

一些心理学原理来解释。首先，金钱目标总会有一些简单的变化。正

如之前所提到的，若我们当前的目标发生变化，我们的评价就会随之

改变。其次，在预期的满意感和体验的满意感之间存在差距，研究者

正在努力为预测未来满意感的系统性偏差列出一个细目。再次，当我

们使用不同的评价启发式时，例如当我们依靠记忆、依靠模拟或者计

算未来的价值时，我们所看到的价值会有所不同。

9.5 建构价值

具有认知心理学背景的研究者已经提出了一个模型来描述记忆、

模拟以及价值计算背后的评价过程。这个价值抽样模型（belief

sampling model）最初是用来解释一般调查过程中反应的不稳定性。

但我们认为这个模型可以用来有效地解释许多评价过程中的不可靠

性。正如这个模型的名字所表示的，这个模型的核心是一个（记忆）

抽样过程。当被试被问及他对于某个政治问题的观点时（比如对死刑

的看法），或者对政治候选人的态度时（比如奥巴马），或者对于某

种消费品的评价时（如苹果的IPod），这些话题就在被试提取长时记

忆信息的过程中起到了探针作用。从记忆中提取的许多信息都和评价

对象本身相联系，或者能引发针对评价对象的简单的评价性反应。然

后这些基本的评价性反应被整合到一起，从而产生一个综合的评价。

任何认知记忆系统的普遍特征，即记忆中信息可得性的波动变化，解

释了该系统的不可靠性。人类记忆提取是高度情境依赖的，特定的信

息提取会随着对探针编码的变化而改变，系统中激活部分的变化也同

样会带来信息提取的变异。例如，如果一个关于堕胎或者比尔·克林

顿的问题紧跟一个关于个人自由或者约翰·F.肯尼迪的问题，那所得

出的评价结果会与之前的问题是关于个人家庭观或者罗纳德·里根的

情况下所得出的评价结果非常不同。



Roger Tourangeau、Lance Rips和Ken Rasinski（2000）为调查

中价值抽样过程提出了一个清晰的模型，如图9.4所示。他们将这个评

价过程分为四个阶段：理解问题、从长时记忆中提取与价值相关的信

息、整合提取出的评价以及产生反应。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那样，这

个模型的一部分和组合价值定位的概念比较一致，特别是关于问题理

解和反应产生这两个步骤所起作用的分析。其他部分则与基础价值定

位的观点一致，尤其是对记忆抽样过程中多样性的强调。根据我们在

图4.1所总结的锚定-调整过程模型，我们推测，这个模型的提取和判

断阶段可以合并。Tourangeau和他的合作者们指出，这个整合过程可

以用线性方程的加权原则来描述，就像我们在第4章指出锚定-调整过

程也是一个加权平均的算法那样（见章节4.2）。同样，对锚定-调整

过程中“依顺序一次只整合一条提取出的评价”的描述，也适用于价

值抽样模型中的抽样和评价过程。

记忆抽样过程更像是从一碗沸腾的汤中撇去漂浮着的碎面包，而

不是像在一个有规则的网状街道中根据地址来查找一个位置，这一概

念可以解释民意调查这一重要过程中的许多困扰人的现象。几十年

前，政治科学家Philip Converse对他所认为的“无态度”进行定义，

即当选民们被反复要求投票表决时，对政治问题和候选人的评价会毫

无征兆地从一端转到另一端。这种不可预见性是价值抽样过程中不可

靠的记忆提取过程的自然结果。这个模型也能说明情境效应，即当问

题改变或者有其他影响记忆提取的因素改变时（例如，心境影响；

Seymour Sudman，Norman Bradburn，& Norbert Schwarz，1996，已

经发现并总结出许多类似的效应），评价结果会发生系统性的变化。

当不同的民意调查之间的情境或者选民的心境改变时，人们提取的信

息也会发生变化，而最终的评价结果也会随之而改变。

目前，行为科学界关于价值判断的基本来源的研究和关于这些来

源之间怎样组合才更有助于评价现实中复杂的行为和选择的研究正在



快速发展。该领域的研究有着许多明显的不稳定性、不一致性和令人

困扰的现象。我们的观点是，评价和基于不同评价的偏好并不是那么

完全一致或者完全理性的，但是大多数时候，人们都能很好地选择一

种行为，以达到其当前目标。

图9.4　关于复杂事物、个体或者态度的价值或态度建构的价值抽样过程的综合模型

（基于Tourangeau等2000年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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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从偏好到选择
我搞不懂艺术，但我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佚名

10.1 在复杂的备选项中慎重选择

几年前，在加利福尼亚州门洛帕克，一家名为Draeger的高档超市

里，柜台上摆放着24种新奇口味的果酱——这里的“新奇”指的是这

些果酱的口味不是我们平常熟悉的草莓味、山莓味，而是温柏味或金

橘味等。许多消费者都被吸引到了柜台前边，上百名顾客品尝了果酱

并拿走了1美元的折扣券。但是这次促销并不成功，消费者在这么多的

商品面前感到不知所措，最后只有3%的人实际购买了其中一种果酱。

但有意思的是，每过一个小时，促销的形式就会发生变化：当其中18

种口味的果酱被撤掉，只剩下6种的时候，消费者表现出了出人意料的

购买行为；可选的果酱种类变少了，但是却有30%的消费者购买了6种

中的1种。这个结果之所以出人意料，是因为如果30%的消费者在6种口

味中找到了自己喜欢的1种并且买了下来，那么在另外18种口味的果酱

加入促销时，为什么没有更多的消费者找到自己中意的商品呢？这似

乎有悖于经济学理论和我们的常识。

事实上，当我们需要在具有多维属性的不同备选项中做出选择的

时候，我们并不仅仅依据价格这个单一维度进行瞬间的本能反应或推

理，也不完全依赖自己的记忆，而是会在不同备选项之间进行反复比

较，最终做出更为慎重的抉择。当我们面临应该租住哪套公寓、选修

哪门课程、购买哪款山地车、去哪里度假、接受哪个公司的职位等等



这 类 问 题 的 时 候 ， 我 们 会 依 赖 于 一 些 选 择 策 略 （ choice

strategies），就像我们在第5章学到的“判断启发式”一样。

选择往往是复杂的，因为我们需要将许多单一的局部评价整合为

整体的评价。例如，当考虑租住哪套公寓时，我们会对公寓的各个属

性进行评价（位置不合适、租金很低、改建的厨房、嘈杂的邻居

等），进而将这些评价整合成对公寓的整体评估。我们对每个单一属

性的评价会根据当前目标而定。好比我们要组建一支垒球队，或是组

建一支软件开发团队，或是选择一个室友，由于我们的目标不同，就

会对具有相同属性的候选人做出不同的评价。假设我们对这些属性的

基础评价已经完成，在本章中想要阐明的问题是，这些针对单一属性

的评价“碎片”将如何被拼接为一个整体的评估。

选择之所以困难是因为有太多备选项存在，并且每一个备选项又

包含了许多重要的属性。当不同备选项之间的属性评分存在负相关

（negative correlations）时，选择变得最为困难。因为每一个备选

项都不完美，所以我们就必须进行艰难的权衡——便宜的公寓往往很

小、很吵闹、家具很陈旧；容易到达的度假地点总是挤满了人；热门

而有用的课程经常很挤，并且因为“成绩曲线”[1]的规定而很难拿到

高分。也许这一点可以解释Draeger超市里消费者的奇怪行为：果酱种

类太多，消费者在进行比较的时候很费力，消耗了大量的认知资源，

而且选择的过程非常不愉快，所以他们干脆就不去选择。

John Payne和他的同事Jim Bettman及Eric Johnson（1993）对消

费者的选择策略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编制出了典型消费者所使用的各

类选择策略的“认知工具箱”。与判断启发式相同，这其中的某些选

择策略也是适应性的；当需要在信息量不足或信息不可靠的情况下进

行快速决策时，这些策略非常有效；当选择的人被其他认知任务或情

绪压力所扰乱时，这些选择策略依然会起作用，而且这其中的许多选



择策略只占用少量的注意和其他形式的认知资源。Gerd Gigerenzer将

一些最常见的选择规则命名为“迅速而节省的启发式”，因为它们接

近于最优，但是很节省，只需消耗相对很少的认知资源，因此也很迅

速。图10.1列举了行为研究者定义的一些最常见的选择策略，图中的

分类反映了各个策略在某些重要维度上的不同。

假如我们要选择租住一间公寓，并且在一张表格中列举出这几间

公寓的各种属性（租金、位置、大小、家具设施、吵闹程度等），就

像通常在出租广告、《消费者报告》或消费网站上出现的那样。同时

假设我们需要根据图10.1中列出的一种选择策略来进行选择，那么通

过这一过程我们就能够理解用于区分不同选择策略的核心维度。

需付出的认知努力程度在各个选择策略中是不同的——无论是主

观还是客观测量——努力的多少同时也因备选集合的情形而异。如果

这个集合很大，需要对许多维度和备选项进行权衡，缺少关键的、可

靠的信息，或者包含许多相似的备选项，绝大多数选择策略都需要相

当多的认知努力。研究显示，人们能够觉察到他们所使用的选择策

略，这可能反映的是一种元理性。如果选择很重要，尤其当选择者承

担一定责任的时候，人们会更多地依赖耗费认知资源且更为全面可靠

的策略，从而使得他们更可能从备选集合中识别出最好的备选项。

一些选择策略涉及不同属性之间的权衡，而另一些则不具有这样

的特点。比如一间公寓，好的地理位置能够补偿昂贵的租金所带来的

负面评价；一辆汽车，它的可靠性与安全性能够补偿其外观的不足。

但 是 也 存 在 一 些 选 择 策 略 ， 它 们 是 非 补 偿 性 的 （ non-

compensatory）：例如，如果一间公寓的月租金超过了700美元，那么

无论这间公寓其他条件多么好，我们都不会再去考虑；同样，如果一

辆汽车无法舒适地搭载一家四口人，我们同样也会放弃考虑。这些非

补偿性的策略通常只需要较少的认知努力，因此做出选择所耗费的时



间也会很少。但是，这些策略在节省认知资源的同时，也会带来一些

负面影响，因为有时它会使个体在找到真正占优势的“赢家”前停止

对备选项的搜索，从而错失“均衡的、总体很好的”备选项。

由于我们的注意资源是有限的，选择策略能够指导我们对信息进

行搜索。选择策略可以分为基于备选项的（alternative-based）选择

策略和基于属性的（attribute-based）选择策略两种。在基于备选项

的选择策略中，注意一次只集中在一个备选项上，人们会对其所有属

性进行考察，从而形成对该备选项的总体评估，随后注意会转向下一

个备选项（这个过程通常用第4章提到的“平均模型”来描述）。而基

于属性的选择策略则与此不同：使用该策略的人会选定一个属性（例

如价格、位置等），然后同时对多个备选项在该属性上的优势进行评

估，随后将注意转移到下一个属性上。相比基于备选项的策略，基于

属性的选择策略在得到“答案”前只需要考察较少的信息，因而需要

的认知资源也较少。





图10.1　常见的选择策略

最后，尽管选择策略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由备选集合的结构所决

定，但这些策略在选择过程中对信息量的需求一般也存在不同。某些

策略是穷尽的，需要详细研究所有相关信息（甚至需要通过推断来填

补信息间的缺口与空白）；其他的一些策略则只需要考虑所有可获得

的信息中的一小部分即可。显然，更多的信息意味着在绝大多数选择

情境中都需要付出更多的认知努力，穷尽的策略是耗费精力的。正如



上面提到的，非补偿性选择策略和基于属性的选择策略更具有“节省

认知”的特点。

最为全面的、系统的、耗费认知资源的选择策略是基于多属性效

用理论（multi-attribute utility theory，MAUT）的评估过程。它

本质上是一个线性权重相加过程，在评估过程中它基于透镜模型的判

断框架，而用不着估计与预测“世界的真实状态”（例如估计我们对

于客观选择的内在反应）。这种方法可以帮助我们优化选择习惯。例

如，本杰明·富兰克林（1772，1987）在建议他的朋友约瑟夫·普利

斯特列如何抉择时写到：

做出选择总是很困难，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在进行思考时，所有支持或反对的理由并

不会同时浮现在我们的脑海中；有时某个理由出现在头脑中，过一会儿又出现另一个，而前

面那个理由又从头脑中消失了。不同目的和倾向交替出现，这种不确定性使得我们非常困

惑。为了克服这个困难，我的方法是在一张白纸上画一条线，将纸分成两栏，一栏写下能支

持我做出某种选择的理由，另一栏则写反对的理由。通过三四天的思考，我把不同时间、不

同动机带来的支持或反对理由都记录下来。通过这种方式，各种支持或反对的理由同时呈现

在思考范围内，接着我就开始尝试估计它们各自的权重。当发现两条权重相等的理由分别出

现在两栏中，我就把它们都划掉；如果某条支持理由的权重等于两条反对理由的权重之和，

我就把这三条都划掉；同理，如果找到两条反对理由的权重之和等于三条支持理由的权重之

和时，我就把这五条都划掉。通过这样的过程，我就能找到平衡点；如果经过一天或两天的

进一步思考，没有新的重要理由出现，我就根据权重抵消的结果做出决定。虽然这些权重或

理由并不能通过精确的代数值来表示，但是每一条理由、每一个权重都被独立地考察和相互

比较，我了解到了全貌，因而我认为自己能够做出较好的判断，而不倾向于做出轻率的决

定。实际上，这个可以被称为“德智代数法”的方法确实给我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与好处。

（p.552）

在面临选择，甚至是面临重要选择的时候，我们依然依赖节省的

启发式策略。在阐述完这一现象的实际意义之后，我们还是要回到如

何明智选择的问题上。

10.2 将备选项排序



由于我们无法同时考虑所有的决策选项及其可能带来的结果，因

而我们必须依次对其进行考察。（请注意本杰明·富兰克林对于选择

有多难的评论与我们讨论的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尤其是工作记忆的限

制性是不谋而合的。）我们以什么样的顺序考虑选项与结果可能会对

决策产生重大的影响。由于我们会自发地在脑中排列备选项的顺序，

因而选择经常表现得非常不理性。下面是一个简单的例子。

Richard Nisbett和Timothy Wilson（1977）要求人们描述他们对

于一系列商品（包括连衣裙和长袜）的偏好。这些商品被排列成一行

呈现在被试面前。Nisbett和Wilson发现，无论按何种顺序摆放商品，

被试总是倾向于选择最右边的商品。被试并没有意识到商品的位置对

他们的选择有影响，并且毫无疑问他们会否认使用了“选择任何一个

碰巧在最右边的商品”这样一个外显的决策策略。类似的选择顺序效

应（order effects on choice）同样出现在政治选举（选票上候选人

名字的顺序，Miller & Krosnick，1998）、欧洲电视网歌唱大赛中选

手得分（类似于美国偶像 [American Idol]的业余歌手比赛）、古典

音乐比赛以及体育比赛如花样滑冰中的表现（de Bruin，2005）等情

境中。

Nisbett和Wilson（1977）观察到，绝大多数被试都是从左向右浏

览陈列的商品，这可能与我们平常的阅读习惯有关。（在以色列重复

这个实验将会很有趣，因为在那里人们是从右向左进行阅读的。）那

么，被试为什么会更喜欢最右边的商品呢？一种可能是每一个新的商

品都拥有前一个商品不具有的某些吸引人的特点，但是放置在这一行

的最后一个商品的右边没有新的商品，自然也就没有新的吸引人的特

点来抓住被试的注意。（这个解释的前提假设是任何一种商品为了要

在市场上长久地生存，都要有其独特的、其他商品没有的、吸引人的

特征。）



在Nisbett和Wilson（1977）的实验中，被试能够看到所有的备选

项。但是将备选项按一定顺序排列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它可能排除对某

些可能性的考虑。Herbert Simon（1956）因其在个体决策与组织决策

领域的贡献而获得诺贝尔奖，他指出，人们通常会搜寻各种可能的备

选项，一旦找到一个满足他事先设定的标准的备选项，搜索就会结

束，当然这样的选择并不是最优的，即据此得到的是满意决策而并不

一定是最优决策。Simon用苏格兰语satisicing（满意的）来描述上述

过程，它与optimizing（最优的）是相对立的。

搜索可能的备选项并在发现第一个满意的选项后就停止，这样的

策略对理性选择的研究有重要的意义。它意味着人们搜索的顺序将会

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因素，而顺序由许多与选择结果毫不相关的因素所

决定（例如从左到右的偏差），选择结果也能被一个聪明人通过控制

顺序而操纵。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策略不是一个理性策略，因为它是

在未对备选项的结果进行充分考虑的前提下独立发生的。一种搜索方

式会带来一种结果，另一种搜索方式则会带来另一种不同的结果。

如果决策没有受到与决策结果无关因素（例如考虑备选项的顺

序）的影响，那么该决策就是理性的，而这种理性的决策被

Simon（1956）称作有限（bounded）理性。现在，决策研究者用“有

限理性”来描述大量不严格依赖理性原则，但多多少少包含一定理性

的选择过程（图10.1中的绝大部分策略）。Simon在其随后的工作中指

出，这种有限的理性通常是决定选择的最重要因素。

不过，有限理性也能得到合意的结果。首先，在某些情况下不可

能事先了解到所有的备选项及其属性和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合理的

策略就是在既定的一段时间内根据预先设定的方式来搜索信息，然后

择优选择。当然，这种策略不如根据搜集到的信息不断修正搜索的方

式和时间框架的策略合理，尽管后者也是一种无法考虑所有备选项的



有限理性的表现。第二，考虑所有相关的可能性和结果会产生决策成

本，并且由于成本和结果收益形式可能不同，所以很难将它们综合在

一起来考虑。下面我们将举两个例子进行说明，第一个是关于决策成

本的。

一位客座教授正在考虑三个待遇很好的教授职位。在这三个职位

上她都会得到大量的时间与支持来做自己喜欢的研究。根据她现在搜

集到的信息，已经有了关于三个职位优劣的清晰排名，但是她希望搜

集到更多的信息。现在比较麻烦的是，目前看来，最好的一个职位需

要她在一个月内给出答复，另外两个职位则可以在半年内做出回复

（同时，在这段时间内，有可能还会出现新的职位供她选择）。那么

她到底需要花多少时间来搜集信息，评估可能的结果及其可能性，并

试着将各种信息与潜在结果综合在一起进行考虑从而做出决定呢？在

这期间她还有许多其他的事情要做，并且这些事情也都是有完成期限

的；此外，诸如此类的决策非常消耗人的精力并影响人的情绪。她应

该像一些朋友建议的那样通过排除看上去最差的一个职位来“限制”

她的搜索吗？很显然，这样做能够使她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评估另

外两个备选项，但是缺点是，她在仔细考虑一个备选项前就将它排除

掉了。她是否应该做一个更高层次的决定以确定自己如何做，例如为

决策设立一个标准从而将三个备选项减少到两个？

这些问题并不像赌博中的选择那样，可以很容易地给出答案。由

于包含在决策过程中的收益和成本，与包含在工作本身中的收益与成

本是不可比较的，所以整个选择变得极为困难。考虑到这位教授的时

间和认知资源都是有限的，即使她有一些方法来将决策的成本和结果

综合起来，也不可能用完全理性的方式对此进行评估。同时更为无奈

的是，即使她能找出一种完全理性的方式来进行选择，她也要对将要

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权衡，从而决定是否要这样做。她做出任何一

个决定的合理性都是“有限的”，但是她终归要做出一个决定。



再举一个不考虑所有可能性的例子：某人要招聘一名秘书。在美

国一些地方，上百人申请同一个秘书职位的情况并不少见。对于不了

解该职位需要什么样的技能以及不知道如何考察秘书能力的招聘者来

说，做出选择是极为困难的。数天来申请人不断地出现，雇主是否需

要等到100名申请者都出现后，用尽可能完备的方式来评估所有这些申

请者呢？这无疑会耗费大量的时间。那么雇主是否可以采用一种较为

直观的方法对所有的人进行快速评估，然后再深入了解其中的20名申

请者呢？深入地评估一部分申请者能够得到更好的信息吗？让我们假

设雇主使用一种非常有限的策略：深入评估前20名申请者然后选择其

中最好的一个。这种策略与深入评估所有100位申请者相比是更好还是

更差呢？

我们可以对该策略的某一方面进行详细评价。假设雇主对于最优

秀的5位申请者都感到很满意，那么对于这100名申请者来说，这5位最

优秀申请者中的1人出现在前20名申请者中会有多大可能性呢？假设在

秘书能力上，申请者的顺序是随机的（也就是说，不存在优秀的秘书

会更早或更晚申请这样的系统偏差），那么其可能性是0.68。事实

上，这最优秀的5人中有1人出现在前15名申请者中的概率略大于0.5。

因此，尽管深入考察前20名申请者的策略并不满足考虑所有备选项这

样的原则，但这个策略还是有一定用处的，它至少能够帮助雇主选到

高水平的秘书。（雇主是否能够正确地评判这些申请人的能力与价值

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个策略的优势是能够减少决策的时间与耗费

的精力，同时也能帮助雇主了解申请者群体的特点，从而决定在评估

申请人时应该着重考察哪些品质与能力。

一个类似的过程是通过从所有候选人中进行抽样，依据样本的信

息来设立最终选择标准，随后再以此标准选择出好的候选人。例如，

假设雇主考察了随机选取的15名申请者，然后继续搜寻，直到找到一

个比这15个人都好的申请者。这样的方式会使雇主有0.83的可能性选



到最优秀5人中的1人，而期望的搜索长度是29名申请者。（这是一个

著名的数学结论，即如果从申请者的集合中随机选取37%[1/e]的人，

然后继续搜寻直到出现一个比这37%的人都好的人，那么这个人是最优

秀候选者的可能性是最大的；有关动态决策问题的概论参见Searle &

Rapoport，2000。）如果雇主事先知道如何判断一个秘书的能力，那

么他可以开始搜寻直到找到最好的5%中的1个，这样平均会有17名申请

者必须被考察。

正如Amitai Etzinoi指出（与Robyn Dawes的个人通信，1986年11

月3日）的那样，上文提到的三种搜寻策略都是“有限理性的”或是

“满意的”。第一种策略包含了简单的删减搜索过程，因为有太多的

备选项需要去考虑；这个过程的合意程度取决于删减的程度、达成决

策的成本与决策带来的收益和成本的比较，以及决策者在多大程度上

能够避免搜索过程中的不利偏差。第二种策略包含了通过第一步的搜

索来决定什么是一个合意的备选项，而第三种策略包含了事先决定的

满意标准。后两种策略是否令人满意同样与第一种中提到的三个因素

有关。

根据Richard Cyert和James March（1963）的研究，组织和个人

在解决问题的时候，通常都会使用有限的搜索过程来找到满意的而非

最优的解决方案。并且，判断一个解决方案优劣的标准是根据搜索开

始之时便选定的标准，以及随着搜索过程而变得更为凸显的标准来决

定的。

另一个简化搜索过程的程序则是关注备选项的某些方面

（aspects）而不是备选项的全部信息。例如，Tversky（1972）指

出，决策者通常根据某一方面来排除备选项。根据某一方面进行排除

的策略包括选择一个吸引人的方面，排除所有没有这方面特征或者在

这方面不达标的备选项，然后再选择另一个吸引人的方面并排除所有



不合格的备选项，以此类推，直到只剩下一个备选项或少数几个备选

项，以便做最后的仔细评估。例如在选择秘书的过程中，文字处理能

力和工作所需电脑软件的培训经历就可以被作为排除的指标。

如果根据每个方面的合意程度大小来进行评估，那么这种形式的

有限理性能够得到一个合理的、好的选择——尽管这个方式不包含补

偿性的机制。如果每个方面是根据它们的重要性比例来进行选择，那

么结果就会差强人意。如果仅仅根据我们想到每个方面的难易程度进

行选择，那么这无疑是个错误的过程。登广告的人往往通过突出产品

在竞争中独树一帜的方面来对产品的吸引力进行操纵，促使消费者过

度考虑这些好的方面或者根据他们产品最好的属性来排除其他竞争性

选项。

Gigerenzer等人（1999）描述了一个相关的选择策略：选最好

的。这个策略是选择的人从最重要的属性开始搜索（当做预测时，则

是最有效力的属性），然后选择（而不是排除）那个在最重要的属性

上明显占优势的备选项。

Payne等人（1993）在各种约束条件下对不同选择策略的相对效果

进行比较，系统分析了各个选择策略的特征，这有助于我们了解人们

的选择过程。结果发现，即使认知资源或可用信息是无限的，需要更

少认知资源的策略在效果上与理想的多属性效用评估策略（合理的选

择并且无信息缺失）几乎一样好。如果给选择策略加上一个选择的时

限，那么多属性效用理论（MAUT）策略可能会陷入僵局或者失效，但

其他一些“快速但不完美”的策略仍然表现良好。Gigerenzer等人

（1999）也针对他提出的快速而节省的运算法则进行了类似的分析并

且得到了同样的结论。例如，再认启发式和选最好的策略在一些现实

条件下比那些耗费认知资源的策略表现得更好。这意味着这些高效但



非最优的策略在嘈杂、高压、不舒适的环境中可能是最具有适应性

的。

那么有限理性下终止搜寻的现象与Nisbett和Wilson（1977）的研

究结果矛盾吗？答案当然是不矛盾。因为这两个选择情境在本质上是

有差异的。在Nisbett和Wilson的研究中，被试能够了解到所有的备选

项，因为每个商品都排成一行呈现在他们面前。而满意决策的问题是

某些选项甚至不会被考虑到，包括那些对于决策者来说可能是更好的

甚至是最好的选项（这种可能性的大小取决于情境条件）。

10.3 将备选项分组

适应是人类生存的一个基本过程，它也影响着人类的判断与决策

——例如，根据现状来构建备选项。另一个会影响判断与决策的现象

是个体对背景效应的敏感度。就像某个特定的视觉刺激（例如一个灰

色的圆）在不同的背景中（例如处在黄颜色的背景中与处在蓝颜色的

背景中）引起人们不同的知觉感受一样，对于决策者来说，不同的备

选项在不同的决策背景中也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具体来说，备选项

在不同的备选集合中可能被评价为更吸引人或是更不吸引人。在评价

过程中包含的主观判断越多，背景效应的影响就可能越强。例如，尽

管我们对于某种颜色的知觉会因为其周围背景颜色的不同而产生差

异，但是我们还是体验到更强的“颜色恒常性”，照亮物体的背景色

对我们感知物体本身的颜色知觉没有太大影响。但是当评估一个备选

项及其可能的结果时，我们往往不具有这样的恒常性。事实上，竞争

性选项的影响可能导致我们做出完全相反的选择，即使那些竞争性选

项完全不可能被我们选择。



对于选择，大多数理论家认可的理性原则之一是不受无关备选项

的影响，即如果单独考虑A和B两个选项，个体偏好A，那么将选项C加

入一起考虑时，相比于选项B来说个体仍然偏好A。换句话讲，选项C的

出现与个体在A和B之间的偏好是无关的。当然，如果在A、B、C三个选

项中，个体偏好选项C，因为选项C被选择，那么我们就无法知道C的存

在是否反转了个体在A和B之间的偏好，因而，要证明选择过程是否可

能违反上述的理性原则，我们必须在选项C没被选择的情况下，考察A

和B之间的偏好顺序是否发生了反转。

那么这样的情况可能发生吗？答案是肯定的，而且这种情况的发

生 就 是 由 于 背 景 效 应 的 作 用 。 Joel Huber 和 Christopher

Puto（1983）要求被试在各种消费品间进行选择，例如不同的电池、

不同的衣服、不同的饮料，假设：

电池A：电力持续22小时，价格1.80美元

电池B：电力持续28小时，价格2.10美元

现在加入第三种电池——电池C，电力持续14小时，价格1.50美

元。没有人选择电池C，它看上去像电池A但是质量更差。电池A相比于

电池C，电力持续时间更长但是价格只高了一点。当电池C在备选集合

中时，大多数消费者偏好电池A（超过60%）。现在考虑电池A、电池B

和一种新的电池：电池D。电池D电力持续时间32小时，价格2.70美

元。电池B和电池D看上去差不多，但是它是一个“更好的交易”[2]，

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消费者在A和B之间更偏好B（大约60%）。这种

诱惑备选项的效应在消费选择、社会选择、政治选举情境中都很常

见。

Tversky和Itamar Simonson（1992）还描述了消费选择中另一种

有趣的背景效应。一个邮购厨房用品的商店正在出售一款标价275美元

的面包机。这款商品销售情况十分不好，直到这家商店同时开始出售



另一款稍微大一点的面包机，但它的价格比之前那款贵了许多，高达

429美元。这款新的面包机在销售上依然不成功，但是前面那款稍微小

一点的面包机的销售量则翻了不止一番。与那款标价过高的大面包机

相比，原先那款便宜的小面包机成为了一个好的选择。

10.4 无意识选择

近来，大家对一个问题非常感兴趣，即是否值得竭尽全力去解构

决策过程（就像我们在这本书中所做的一样），并训练我们自己做出

系统的、经过深思熟虑的判断与选择。Malcolm Gladwell的《当机立

断》（2005）等畅销书指出，与细致的、分析性的过程相比，快速

的、直觉性的决策过程通常是更准确的，也能为决策者带来更为持久

的满足感。我们发现Gladwell列举的支持直觉式判断与选择的科学案

例完全无法令人信服（例如，参见Hogarth & Schoemaker，2005）。

不过，也确实有两个研究能够有效证明直觉在某些条件下胜过分析。

在开始进一步的讨论之前，我们需要注意到，这本书中提到的所

有判断与决策过程都同时包含意识和无意识的成分。更进一步来说，

要判定意识成分和无意识成分在最终的判断中所做出的相对贡献是十

分困难的。事实上，大多数认知心理学研究者无意详细区分出模型中

哪些部分是有意识报告的，哪些部分是隐藏于无意识之中的。不过，

我们至少能够凭直觉区别出系统的、受到控制的判断和选择与自动

的、自发产生的判断和选择。因此，虽然我们无法做到我们希望的那

样精确，但我们至少能够对二者进行比较。

Tim Wilson和他的同事进行了一些能够引发思考的研究，被试在

研究中对果酱、寝室海报、心理学课程进行选择，每次选择的备选集

合 都 包 含 近 10 项 （ 例 如 ， Wilson et al. ， 1993；Wilson &



Schooler，1991）。他们比较了被试在“报告选择原因”与“只做出

选择”两种条件下的选择。尽管三个研究得到的结果都指出了“只做

出选择”过程的优势，但是以寝室海报为选择对象的研究结果最为有

力。在选择寝室海报的研究中，他们发现当被试“只做出选择”时，

他们更可能在事实上把自己选择的海报贴在寝室里，并且在最初选择

的三个月后对海报的满意度评分更高。Wilson和他的同事对此的解释

是：自动的、非控制的选择过程更接近于选择的物品实际被“消费”

时个体对它的评价过程，而陈述选择的原因则显得很不自然，并且会

干扰个体基于将来消费该物品时所关注的属性，而在选择时去做出相

应的评估。这个发现很有意义，特别是对于像果酱、海报这样以简单

自动的感官方式“消费”的物品，过于耗费脑力的选择可能会破坏这

样的评价过程。我们很惊奇地发现，有关心理学课程的选择任务似乎

也表现出“非系统性的、凭直觉的选择过程更具优势”的特点，但是

在该研究中使用的方法无法排除被试在“只做出选择”条件下依然努

力（并且系统性地）思考各个备选项。从这些研究中我们可以提炼到

的关键点是：当选择对象很简单，“消费”它们的过程不包含大量的

认知分析时，更为简单、依赖直觉的选择过程会带来更好、更满意的

结果。

Dijksterhuis和他的同事们报告了另一个更具争议的系列研究

（Dijksterhuis，Bos，Nordgren，& van Baaren，2006）。他们研究

了选择情境更为复杂的多属性选项，比如租公寓、买汽车、选室友

等。在一个典型的实验中，他们要求被试在四种假想的汽车之间做出

选择，每一辆汽车都由12对（高/低）属性（例如有杯托/无杯托、使

用里程的长/短）来描述；每辆车的12对属性以随机打乱的顺序快速呈

现，一次呈现一个。随后，让被试思考4分钟后做出选择，或者让被试

完成一个关于颠倒字母顺序的分心任务之后再进行选择。如此一来，

实验包含两个条件：有意识思考组（思考4分钟的被试）和无意识思考

组（完成分心任务的被试）。备选的4种汽车中，1种汽车有9个正性属



性，另外3种汽车有6个正性属性，选择的质量由选择最优选项（有9个

正性属性的汽车）的被试人数来衡量。令人惊奇的结果再次出现，无

意识选择条件下有更多的人做出正确的选择，达到了59%，而有意识思

考条件下做出正确选择的人只在随机水平，为22%。（在其他实验中，

还有一个“立即选择”组，这个组的表现也很差。）

Dijksterhuis等人的解释是，人类存在有意识和无意识两种思考

方式，无意识思考系统比有意识思考系统有更强的计算能力。他们估

计，意识系统每秒只能处理少量的信息（大约每秒2~3比特，如每秒阅

读5~7个单词），而无意识系统每秒的处理能力为11 200 000比特。他

们也比较了两个系统在其他方面的不同并得出结论：对于任何复杂的

智力任务来说，无意识系统都会比有意识系统表现得更好。这个理论

解释含有很大的推理成分，而这项研究更为重要的是其提出的颇具争

议行为层面的结果。在Dijksterhuis等人研究所使用的任务中，以选

择最优选项的人数作为标准来衡量选择的质量，而结果是，在分心任

务情境下经过无意识思考做出的选择，总是优于有意识情境下的选

择。这样的结果使一些人，包括本书的作者，产生了困惑，因为这些

人相信有意识的选择策略拥有重要优势，这种策略是系统的、受控制

的、经过深思熟虑的。

在本节结束之前，我们想对Dijketerhuis等人的研究进行一些评

论，并推荐与无意识策略相反的一些策略。首先，我们承认

Dijketerhuis等人研究的重要性。事实上，我们也无法直接引用研究

证据来说明，在实践中经过深思熟虑后进行的选择优于凭直觉做出的

选择。其次，我们要指出的是，我们提出的深思熟虑选择策略（详见

下面的章节10.5）与Dijksterhuis等人使用的“思考4分钟”截然不

同。第三，我们认为有一些理由使我们相信Dijketerhuis等人的结论

仅适用于十分有限的一些选择任务和选择条件。因为我们注意到，实

验条件包括很奇怪的快速呈现48条属性、“思考4分钟”的要求，并且



在实验结果中有意识思考组的表现仅为随机水平。此外，即使在如此

独特的条件下，其他研究者也发现，当要求被试“自由思考自己的选

择”时，被试的表现优于Dijksterhuis等人研究中所采用的无意识思

考条件（Payne et al.，2008）。因此，Dijksterhuis等人的研究似

乎采用了一种非典型的选择任务条件，使有意识选择策略必定表现很

差。与Dijksterhuis及其同事们不同的是，我们针对复杂决策情境推

荐一种慎重的、受控制的选择策略，尽管从本杰明·富兰克林提出的

“德智代数法”来看，我们推荐的策略与Dijksterhuis等人研究中所

用到的有意识思考的方式完全不同。

10.5 如何做出好的选择

本杰明·富兰克林（Bigelow，1887；也见Clemen，1996；个人和

专业的决策分析介绍见Hammond，Keeney，& Raiffa，1999）的建议在

许多通俗的决策类书籍中都有提到：列出各种选择的可能结果，将这

些结果与自身对其价值的评分联系起来，最后选择经简单权重相加后

得到总分最高的备选项。另一个有趣但更为简单的富兰克林式的方法

出现在查尔斯·达尔文（1887/1969）决定自己是否结婚这个问题上，

他在自传中总结了这一决策过程。当然，这种方法也是存在问题的。

我们如何决定和定义线索变量（即有价值的属性）？某些线索间是否

相互关联？例如，在评估一个可能的职位时，我们是否应该把薪水、

身份、自主看作不同的属性？我们如何知道这些属性是否对我们很重

要？难道“高级别”的工作更可能在上述三个属性上得分都很高，而

“低级别”的工作在三个属性上得分都很低吗？如果是这样，我们何

不仅仅列出一个名为“工作级别”的属性，而不是列出几个不同的成

分？



关于重要性这一问题的答案很简单：取决于决策者。当构建一个

权重方案时，我们需要根据当前的目标列出对我们重要的变量。例

如，如果我们以一种全局而模糊的方式来考虑“工作级别”，那么我

们就应该列出它。但是如果薪水、身份、自主各自在心理层面上都是

独立和重要的，那么我们就应该分开列出它们。富兰克林给他朋友的

建议不是应该做什么决定，而是如何做决定。当要列出一张表时，他

也不会建议在表上应该列出什么内容，而是如何明确什么对决策者是

重要的。研究表明，当个体知道具体的变量后，线性模型的预测力要

优于全局的直觉判断。（事实上，仅仅是决定要考虑哪些变量就会使

选择变得明了。）此外，每个变量的权重是由决策者决定的。例如，

如果相比于性格如何、自私与否、心智健康与否这些因素，性生活的

和谐度对某个人选择伴侣来说更为重要，那么他没有理由不根据这个

因素来做出选择并接受可能的结果。再次强调，本书的目的不在于做

什么决定，而是如何做决定。因此，关于变量问题的答案可以在

Wendell Garner和John Morton的书中找到。即使两个维度在客观上存

在相关（例如身高和体重），也无法说明它们在知觉者的心理层面上

也是结合在一起的，如果它们对你来说是独立的，那么就将其分开进

行思考。

一旦我们决定了考虑的变量，下面就得面临评估和赋予权重的问

题。要完成这个过程，必须假定我们确实了解自己的价值标准和价值

系统，尤其是了解我们如何比较与权衡互相冲突的价值。道斯关于线

性模型的稳健表现研究表明，我们的洞察不需要完整或深刻；一个好

的评估与赋予权重的做法，即使不完美，也能带来接近最优的结果

（参见章节3.5）。假定以上假设都是成立的，那么决策就会被分解，

从而每个变量都能被独立地考虑，而结果就是根据线性方式（权重相

加）结合而来。再次说明，我们相信这种分解的方式在缺乏评价标准

的情境下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在本章所述及的类似情境中被证实具

有作用。



当然，价值的确定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事实上，有效而仔细

的分解过程是会出现认知偏差的，因为自动选择的过程会在其中发挥

作用。因此，Tversky，Sattah和Slovic（1988）的研究表明，当用匹

配过程来决定关联变量的相对重要程度时，人们会系统性低估实际决

策情境的差异程度。例如，绝大多数棒球专家认为平均击球率比本垒

打的数量更重要。让专家们在两个变量上对运动员进行评分，使得两

名运动员具有相同的价值，这样就能得到专家们对于这两个变量的内

隐权重。这个方法的具体实现过程是：例如，已知一名运动员一年有

15记本垒打、平均击球率为0.334，那么专家们需要评估另一名平均击

球率为0.310的运动员在一年中要打出多少记本垒打才与上一名运动员

具有相同价值。但是要求棒球专家在两名运动员中选出更有价值的一

位时，这样的匹配判断会使专家系统性地低估平均击球率相对于本垒

打的重要性。

怎样才能更好地确定真实的价值？什么是真实的价值？本章——

实际上本书——并不能解决这样的难题。我们能够得出的结论是，首

先从内部观察每个变量，然后通过某种权重方案进行比较，这样的过

程优于分别考虑每个选项而做出跨越各种变量的全局性直觉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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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理性决策理论

没有什么比接受忠告更让人受益，即便最终事与愿违，（听取忠告）这一选择仍然是

正确的。

——希罗多德（公无前484~公元前425年）

古希腊著名的文学家、历史学家

11.1 对理性的正式定义

我们前面反复提到理性选择的过程，现在就重点谈一下理性（规

范）决策理论。一些学者将理性（rationality）定义为选择和价值的

兼容：理性行为是指使决策结果取得最大价值的行为。但是现在必须

澄清的是，要回答价值的构成并非易事，并且我们认为选择之理性与

选择的过程有关，而与选择的结果无关。尽管如此，决策理论的一些

重要研究还是将注意力放在了考察决策与决策者价值观的关系上，这

就是John von Neumann 和 Oskar Morgenstern（1947）的工作。相关

的经典论述主要出现在《博弈论和经济行为》（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一书中，他们所提出的期望效用理论（expected

utility theory）是数学和行为科学中关于理性选择最通用的解释。

本章我们会介绍这个理论，并与心理学中的决策行为联系起来。

本书曾多次提到，我们（以及大多数心理学家）认为理性理论至

多是对个体实际行为的近似描述。尽管大部分人似乎都能意识到实际

行为和理性标准是分离的，人们仍然希望做出明智决策，避免在推理

和行为之间出现矛盾，使自己的行为符合期望效用理论提出的理性原

则。正如我们不了解概率论一样，人类这个物种也并非生来就了解这



些理性原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研讨von Neumann和 Morgenstern提

出的理论——它不是与生俱来的，我们必须研究它，理解其对行为的

影响。因此，我们会特别介绍如何运用期望效用理论来提升决策质

量。

von Neumann和Morgenstern（1947）的理论阐述是纯数学化的。

他们指出，如果决策者的选择遵循特定的（理性）规则（“公

理”），那么由此可引申出效用（utility）的概念，即用实数来量化

个人价值。每个选项通常都包含多个概率结果，当且仅当一个选项的

期望效用（expected utility）大于另一选项时，决策者才会更偏好

这个选项。下面我们分步进行分析：

1.每个选项由多个概率结果组成。首先我们假设，决策者在不同

选项间进行选择时，会遵循我们定义理性时所用的“公理”；

2.于是我们可以用一个实数来代表选项中每个结果对决策者的效

用；

3.某一特定选项的期望效用指的是对这些数字的期望，即选项中

每个结果对应的数字由每个结果所发生的概率加权后的总和；

4.得到结论：当且仅当选项X的期望效用（实数）大于选项Y时，

决策者才会更偏好X。

上述公理化系统实现了几个重要目标。首先，它简明扼要阐述了

理性决策的一系列原则。当然，即使在规范的哲学水平上，这些原则

也仅是对理性决策本质的一个假设。尽管有哲学家和数学家也提出了

一些其他理论，von Neumann 和Morgenstern的理论目前无疑是描述理

性决策的最佳理论。其次，如果这些公理的条件成立，那么一定可以

建构出一种效用度量，由实数所表征的不同结果价值可以进行排序比



较，由此我们就可以建立一种类似物理学中衡量物体质量的量表，这

必定会促进科学研究和实际应用的发展。（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在现代

物理学、化学和工程学中不存在度量的话，将会是怎样的一种状

况。）第三，尽管我们还没有对这些公理进行详细的阐述，但总的说

来可以根据个体对不同结果的偏好程度，对效用进行衡量。

许多研究价值和行为关系的决策理论家认为，理性是指做出的选

择符合上述公理，同时他们进一步假设，该公理也适用于个体实际选

择的情形。当且仅当选项X的期望效用大于选项Y时，理性的决策者才

会选择X。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的决策就完全符合这些公理的描述，

它只是提出了一种理想化的理性选择假设。实际上，正如我们在前十

章提到的判断和选择的心理学研究结果那样，在许多决策情境下，个

体实际的行为往往并不符合这些公理。

同样，在von Neumann和Morgenstern（1947）的期望效用理论

中，并没有阐述人们决策时会考虑结果的效用。效用是一个纯数学的

概念，是由公理定义产生的——就像几何学中三角形的边和角，也是

由几何学系统下的公理定义所产生的数学概念。然而，我们会将几何

学中点和线的抽象概念与物理世界的点和线对应起来（比如在纸上或

在脑中形成图像），同样，抽象的效用概念也会与决策者的个人价值

观对应起来。因为人类与物质世界（几何学与之有关）不同，具有主

观能动性，因此从分析（analytic）和综合（synthetic）这两种视角

出发对这些公理进行解释就会出现困惑。如果从分析的角度来解释期

望效用理论（经济学家通常持有这样的观点），实际的选择可以解读

为对个体偏好的反映，而偏好又能进一步被解读为是效用的反映。这

似乎有点因果颠倒，就像心理学家Lola Lopes（1994）提到的，“根

据现代的[分析性]观点，效用并不是偏好的前因，只是因为有些决策

者，有意也好无心也罢，遵循了von Neumann 和 Morgenstern提出的



公理体系下的决策原则，为方便研究者总结这些决策者的偏好，就生

造出这样一个概念”（p.286）。

相反，期望效用理论也可以从综合的角度进行解读。首先我们要

对某个选项的效用和发生概率进行判断，然后根据公理阐述的原则，

将二者结合后进行比较，预测出最终的决策。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上

述顺序很易理解：我们决策时，首先要清楚我们想得到什么以及怎样

得到它，接下来才能决定要采取怎样的行为或做出怎样的选择——先

确定目标和价值，再有选择和行为。而分析的视角则认为我们先观察

到自己的选择，再推断我们的偏好，看起来顺序就反了。不过也有例

外的情况，比如在心理分析领域，我们就试图从自己的行为出发，分

析性地探索出这些行为隐含了什么期望和信念。同时，值得我们注意

的是，分析的视角与综合的视角同样有效，并且在数学和经济学这两

个最为关注期望效用理论的领域中分析视角比综合视角更受青睐。

然而，Tversky 和Kahneman（1974）在一篇经典的文章中指出，

甚至可以先估算概率，再“用来”指导决策。他们的叙述如下：

值得注意的是，在打赌下注时，虽然有时可以从偏好来推断主观概率，但通常并非如

此。一个人在A队和B队的比赛中买了A队赢，是因为他认为A队获胜的可能性更大，而他的结

论并不是从他买A队赢的这个下注倾向中得到的。因此，实际上，是主观概率决定了下注偏

好，而不是理性决策的公理性理论所说的那样，偏好决定了概率。（p.1130）

经济学早期关于效用的定义（比如Jeremy Bentham[1789/1948]的

观点）带有心理学涵义，但现代效用理论则舍弃了绝大多数的心理学

成分，只保留了“个体所选即所好”这一行为原则。然而，在过去的

十几年间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些行为学家，比如Daniel

Kahneman、Colin Camerer、George Loewenstein和David Laibson

等，关注到了价值判断的认知和情绪来源，他们用这些心理学内容丰

富了经济学的概念体系。



我们通常说的“个人价值观”（personal values）这一概念比

von NeumannMorgenstern理论中提到的“效用”概念具有更丰富的内

涵。比如，我们认为某些个人价值观或价值体系可以用语言来表达，

而未必要通过实际行为来推测，否则，在我们的语言体系中就不会出

现“伪善”这个概念，伪善指个体所声称的个人价值和特定行为存在

不一致。同时，我们还认为价值观是独立于语言和行为而存在的。在

平常的语言中，我们认为价值是一种重要的存在维度，在这个维度上

可以有客体、行为或者是其他的现象。比如，我们说“他看重自由”

就和说“他昨天去上班了”一样稀松平常。事实上，我们陈述价值观

时常常就像在陈述一个一般事实，即便很多哲学家在事实和价值这两

类陈述之间做了明确的区分。而只有在学习过哲学之后，大多数人才

开始对自己和他人所看重某些事物或行为产生困惑。（一些逻辑实证

主义者曾指出，关于价值观的陈述都是主观任意的，或者说至少这些

陈述是没有实证证据支持的。）或许我们在平常说话和思考时应该更

谨慎一些。（这是另一种价值观！）在第9、10章提到的一些研究提醒

我们，关于个人价值观的许多直觉性判断是值得怀疑的。

价值观的另外一个特点是不依赖于特定的情境。当我们提到自己

看重某些东西的时候，并不是特指与某个特定情境相关联的行为、感

受和信念。比如，“他看重自由”这个说法，能够整体概括性情、行

为和信念，并且如前所述，我们用语言至少可以模糊地将这种概括陈

述出来。有一个流行的人格测验——罗基奇价值观量表（the Rokeach

Values Inventory）就是以语言概括的方式来测量个体的价值观，这

个量表要求受访者对一组抽象的价值条目进行排序，如平等、自由、

家庭安全、智慧、宗教救赎等，然后根据排序的结果预测个体的行

为。举例来说，如果受访者将平等排在前面，那么他们很可能支持在

学校中取消种族隔离、开展反歧视行动、优待少数民族等政策；将宗

教救赎排在前面的受访者很可能常常会去做礼拜。（我们可以推测，

罗基奇测验的预测力源于信念抽样模型的一些原则。我们在章节9.5中



讨论过，信念抽样模型主要用来建构总体价值观，一些相互关联、具

有评价含义的信念形成一个价值观总体，当我们处于相关的情境[如刚

刚有人恳请你在平权请愿书上签名]中时，总体中的某些价值观标签

[如“平等”]就被抽样出来。因此，测验对行为的预测力就取决于经

由价值线索提取出来的各种记忆的重合度。）

11.2 使理论更容易理解——公理法

据我们所知，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德是第一个将理论（对于他来说

主要是关于几何和数字的理论）总结为一种简洁优美的公理体系的科

学家。这种方法的核心思想是，某种理论的重要假设可以抽取出来并

以精确的符号体系进行表述，然后从这些公理出发可以推导出核心理

论的一些推论（如定理）。使用这种方法对理论进行表述的优点很

多：理论家们可以对初始理论的完整性和一致性进行检验；科学家在

应用、检验或修正理论的时候能够聚焦于核心内容；对于不符合理论

假设或理论推导的情况可以以一种系统有效的方法加以解决。但是，

公理法的运用仅局限于数学领域，在科学界并不普及。在行为科学理

论中，效用理论是使用此方法的范例，这一点使它优于其他表述混乱

的理论。

作为公理系统的von Neumann-Morgenstern理论衍生出了数字效

用。该理论受到了行为科学家们的特别关注，因为其结论对于决策和

价值观具有重大意义，特别是要在日常生活和语境中理解这些术语

时。正如欧几里德几何理论的结论可以应用于现实世界的物体，我们

推测期望效用理论的结论也可以描述或对比实际的决策行为——如若

不然，它们就会变成纯粹的规则系统，玩弄数字和符号，丝毫引不起

我们的兴趣。



为了探讨该公理体系的性质及其与实际的联系，我们将引入另外

一种更简单清晰、同时可以类比von Neumann和Morgenstern理论的体

系。在此，我们选择的是物理学中物体的质量。表征质量的一般都是

正实数，数值可以相加，比如将一个137克的质量和一个786克的质量

一起放在天平上，就会得到923克的质量。同时，这样的实数也具有其

他一些重要的性质，下面将一一陈述：

性质1：可比性。任意两个正实数之间都可以进行大小比较。若

用x和y分别代表不同的正实数，则两者的关系只有三种：x 〉y，y〉

x，或x=y。为了简化描述，不再分别描述相等和不相等的关系，我们

可以使用一种“弱强度”的形式来描述可比性，即“大于等于”

（≥）。于是可比性可以表述为：对于任意两个正实数x和y，要么x

≥ y，要么y ≥ x，要么前述两种关系同时成立（即相等）。

性质2：顺序性。“大于等于”的关系决定了数值之间大小顺序

的可传递性，即如果 x≥y且y≥z时，那么x≥z。

性质3：加法运算的封闭性。两个正数相加会得到一个新的正

数，即x和y都是正数，那么它们相加的和z = x+y也是正实数。

性质4：加法的结合律。多个实数相加，相加的顺序不重要，即x

+（y+z）=（x + y）+ z。

性质5：加法的交换律。两个实数相加，它们位于加号前后的顺

序对结果没有影响，即x+y = y+x。

性质6：可化简性。两个实数同时加上第三个实数后，其大小顺

序不变，即当且仅当x ≥ y时，x+z ≥ y+z成立。

以下两条性质的提出更多是出于数学上的考虑。其中阿基米德性

质（但它是由欧几里德提出的）指出，不存在一个绝对大或绝对小的



正实数，即不管一个数比另一个数小多少，总会存在一种情况使得小

数乘以某一正整数后大于另一个数。

性质7：阿基米德性质。对于两个任意的实数来说，它们之间总

会存在一种大小关系，但是这种大小关系并不是绝对的，当较小的数

与某个正整数相乘后就可能大于较大的数，即如果x ≥ y，那么就会

存在整数n，使得ny＞x。其中，ny代表的是n个y相加；同时，这条性

质与一般意义上的乘法运算联系不是很紧密，因为当我们将两个数结

合在一起的时候，并不一定需要/必须通过乘法的方式实现。（由此，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并不存在绝对大或绝对小的正实数：任意选择两

个实数x和y，其中x ≥ y，但x并不是最大的数，因为存在整数n，使

得ny〉x，同理，y也不会是最小的数，因为存在同样的n，使y〉

x/n。）

性质8：可分解性。如果x ≥ y，那么存在另一实数z，使得

x〈y+z。

德国物理学家和数学家Holder认为物体在天平上的状态完全符合

上述8条性质，其中x R y表示物体x比物体y重（R就相当于数学上

“〉”的关系），操作O表示的是将两个物体放在天平的同一端（将它

们串联在一起）。读者必须牢记Holder的观点以及R和O代表的含义。

（当然，这种类比只是概念上的，因为天平是有一定量程和测量误差

的。）鉴于此，Holder仅在数学层面上将自己的公理体系与实数的性

质进行类比，并找到了二者的相似之处。他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可以

用某种度量单位来表征天平上的物体，在这里，这种量度就叫做质

量。

Holder于1901年的发现意义更为重大。他借鉴数学的分支之一计

量理论中的观点指出，如果某一体系具有上述8条性质（“符合公理所

述”），那么就可以将体系中的元素与实数联系在一起，同时，这些



实数除了可以乘以正的常数外，还是很特别的。（具有上述属性的量

表称为等比量表。）也就是说，他在自己的公理体系中重述上述8条性

质，同时指出R和O分别代表的是数学中“≥”的关系和相加的操作。

他又进一步指出，如果某一体系中的各元素之间的关系和相加操作符

合上述8条性质，同时（1）可以用x R y表示x ≥ y，（2）用z = x O

y表示z = x+y的话，就可以赋予各元素不同的实数。而且，对于同一

体系中的两个不同的度量单位来说，它们之间存在一种正乘数的关

系，比如，1千克=1000克。这些数字被称为度量，度量与实体x联系在

一起用m（x）表示。正如实数的单位是1，在质量中，我们用标准克或

标准盎司作为基本单位（克与盎司之间有一定的乘数关系），这符合

先前得到的结论，即对于同一体系中的两个不同的度量单位来说，它

们之间存在一种正乘数的关系。

11.3 对理性的定义：期望效用理论

公理法是一项伟大创举，因为它将某种理论的本质简化为一些假

定，这些假定只包含有该理论得以衍生的全部必需的定义和假设。尽

管这一方法在科学领域还未得到普及，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使用此方

法来阐述理论是我们应该追求的最高境界。即便我们已经使用等式、

计算机程序模拟或语言等对某一理论进行了精确描述，但为了更好地

理解和评估理论，对核心原则的总结是绝对必要的（参见Hastie &

Stasser, 2000）。通常，我们可以提出各种不同但逻辑等价的公理

法，并不存在一种具有普适性的公理法。如前所述，我们提出实数的8

条性质及由此引申出的有关重量的一些原理，主要为了方便读者的理

解。也有学者使用另外的体系，其中大部分更为简练，但是可能只有

相关领域的专家才能理解。以von Neumann 和 Morgenstern的效用理

论为例，不同的人会使用不同的公理法对其进行解读，但是我们采用

这种方法，即使读者对数学逻辑知之甚少，也能够理解。



von Neumann-Morgenstern理论的基本元素（entities）可以概念

化为一些可进行评估和选择的选项（alternatives），这些选项由一

些以不同概率出现的结果组成，通常被称为赌博（gambles）。基本的

关系用偏好（preference）来表示，依据偏好可以对选项排序；弱排

序（weak ordering）（≥）在这里代表的是行为上的“无所谓或更偏

好”。（这种表达方式比较粗略，将≥解释为“不是更偏好”更加准

确，因为A≥B和B≥A可以同时存在，即A~B，但是这种表示方法比较尴

尬，强偏好[〉]和弱偏好[≥]的区分在技术上更精确，读者们可以根

据自己的习惯选择区分或不区分。）

将不同选项组合起来的基本操作（operation）（相当于将不同的

物体放在天平的同一端，即串联[concatenation]）可以概念化为不同

选项出现的概率混合（probability mixture）。因此，如果A和B是两

个不同的选项，ApB表示的是选项A出现的概率是p，选项B出现的概率

是（1-p）。可以看出，B的概率是隐含的，我们仅仅考察只存在两个

选项的选择，因此，当赋予A出现的概率为p时，那么B出现的概率就是

1-p，或者是余数（complement）。

为了对公理进行详细阐述，我们现在假设一种复杂的、多步骤的

赌博情境。对于出现的结果，我们将分别在每一个公理下进行详细描

述（尤其是公理3“封闭性”和公理4“概率的分布”。）因为不同的

选项包含有不同的结果，而这些不同的结果又具有特定的出现概率，

所以选项的概率混合与结果的概率混合是等价的；也就是说，如果选

项A包含两种结果x和y，它们出现的概率分别是r和（1 - r），选项B

由结果z和w组成，出现的概率分别是s和（1-s），那么ApB包括概率是

rp的结果x，概率是（1-r）p的结果y，概率是s（1-p）的结果z和概率

是（1-s）（1-p）的结果w。只包含有一个结果的选项的意思是该结果

出现的概率是1。



我们发现，如图11.1所示用决策树图解模式来表示选项、结果和

概率混合非常有助于理解。当需要对理论上的赌博情境进行比较（比

如，通过比较来掌握某种公理的实际意义或不同实验条件下赌博情境

的结构），尤其是要将理论体系应用于实际决策时，这种方法非常有

效。

von Neumann和Morgenstern（1947）证明了公理条件成立时，就

可以对不同结果进行赋值，这个数值就是效用（类似于用重量对物体

进行数值表示），同时可以依据期望效用值的大小对选项进行排序。

换言之，我们对选项的偏好强弱可以用它们的期望效用排序表示。

（因为当选项中只存在一种结果时，该结果发生的概率是1，此时结果

和选项是等价的，反之亦然，所以我们既可以使用结果，也可以使用

选项来对公理进行阐述。但为了便于理解，我们还是选择用选项对公

理进行阐述。）



图11.1　用决策树简化的赌博情境范例（对von Neumann和Morgenstern理论的简

化）

我们可以将von Neumann和Morgenstern的理论和Holder关于质量

的理论作如下类比：将选择中的不同选项类比为质量未知的不同物

体；将强度较弱的偏好比作天平上一种质量“大于或等于”的相对状

态；“概率混合”这种串联性的操作（即在一个只存在两种结果的赌

博情境中将两个选项联合在一起）就相当于将不同的物体放在天平的

同一端。在上述两种理论体系中，如果理论假设成立的话，结果就产

生了一个可以测量效用或质量的实数量表。

最后，我们对von Neumann和Morgenstern期望效用理论的内容进

行介绍：

公理1.可比性：如果A和B同时存在于选项集S中，那么它们之间

的关系是A B，B A或上述两种关系情况同时成立，即A~B。

公理2.传递性：如果A B且B C，那么A C。

公理3.闭合性：如果A和B同时存在于选项集S中，那么ApB也存在

于其中。

公理4.选项间概率的分布：如果A和B同时存在于选项集S中，那

么[（ApB）qB] ~（ApqB）。

公理5.独立性：如果A、B和C同时存在于选项集S中，那么当且仅

当（ApC） （BpC）时，A B。

公理6.一致性：对于选项集S中的所有结果来说，用A和B代表两

个不同的结果，则有当且仅当A （ApB） B时，A B。



公理7.可分解性：对于选项集S中的所有结果来说，用A、B和C代

表三个不同的结果，则有当A B C时，存在一个p值，使得B

~（ApC）。（这条公理对于编制测量效用的量表非常关键。）

如果用实数来代表不同的选项及其概率值，那么只有当代表选项

的实数值大小等于期望时，才满足公理。但是von Neumann 和

Morgenstern（1947）却是从相反的逻辑进行证明，如果上述公理成

立，就能构建一个量度，每个选项等于期望，就可按期望值大小对选

项进行排序。同时，我们可以任意确定该量表的原点和单位（就像确

定我们熟悉的温度计的原点和单位）。代表选项的实数值称为期望效

用，代表结果的实数值称为结果的效用，如果一个选项只包含一个概

率为1的结果，那么代表结果效用的这个数字就等价于选项的期望效

用。因为只有测量效用的量表的原点和单位是任意的，所以任何不同

的测量都是有线性联系的，也就是说，任意两种不同的测量系统得到

的结果在二维直角坐标系中都会呈线性关系。这种量表称为等距量

表，它的原点和单位都是不确定的（质量量表是等比量表，因为它的

原点不是任意的，而单位[如，克、盎司]则是任意给定的。）

原点和单位的不确定性使得我们可以根据两个选项已知的效用值

计算出第三个选项的效用值，这主要利用的是公理7“可分解性”。假

设A B C，同时A的效用值为100，C的效用值为0，根据可分解性的公

理描述，存在一个概率值p，使得B等于ApC，其中ApC表示的是p个A的

效用值加上（1–p）个C的效用值，即p100 +（1–p）0。因此，如前

所述，可分解性公理对于得到具体的效用值非常重要。因为所有量表

的效用及度量之间是线性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假定100代表最为偏好

的选项的效用值，0代表最不偏好的选项的效用值，那么在此前提下，

就可得到其他选项的效用值，这些值位于0到100之间。我们注意到对

于概率的测量有助于我们得到具体的效用值。（如果“满足公理”，

概率的规则和度量将会在决策者的偏好中有所体现——但是，假如我



们在前十章中提到的实证结果有效的话，这一点在行为上很难实

现。）

从构念上来说，von Neumann 和Morgenstern的理论体系是完美

的。虽然可能会显得很罗嗦，但我们还是要再次强调，通过分析公理

衍生出的“效用”与我们直觉上或言语中提到的“个人价值”是不吻

合的，这不同于对于物体重量的判断，通过客观标准（天平的倾斜）

和主观标准（直觉）得到的结果相差无几。不过，如果我们说质量这

样的概念与日常生活中重量的直觉毫无关联，人们一定会觉得奇怪，

同样，效用的概念看起来和主观价值理应存在关联。实际上，正因为

从von Neumann 和Morgenstern的理论中衍生出的效用与主观的价值判

断之间确实存在关系，所以它才吸引了心理学家的关注。也是基于这

一点，我们试着在本章结尾提出一些可能提高决策质量的方法。也许

初步思考后，大部分人会意识到每一条公理的内容都能反映理性的某

一侧面，甚至能对个体如何选择进行描述。我们接下来要对每个公理

进行详细分析：

公理1.可比性：如果A和B同时存在于选项集S中，那么它们之间

的关系是A B，B A或A~B。

公理1主要描述人们面临两个选项时，相比较而言，决策者至少应

该对某一选项表现出较弱的偏好。最极端的情况是决策者必须二选

一。但是这条公理也能说明由于对两个选项都无所谓，所以无法做出

选择。现实中是否存在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回想一下第10章提到的

教授选择工作的例子，如果她难以抉择，是否就说明她对不同工作的

态 度 是 无 所 谓 的 呢 ？ Jay Kadane ， Mark Schervish 和 Teddy

Seidenfeld（1999）的研究表明偏好不明显并不代表无所谓。在某些

情境中，“保护性机制”发挥了作用，人们拒绝做出选择，这实际上

也是种选择。Jonathan Baron 和 Mark Spranca（1997）引用了一些



人们拒绝做选择的情形。比如，在一些涉及需对金钱和生命进行权衡

的决策情境中，人们倾向于避免深入思考，“选择不做选择”。但是

如果要人们在限速90公里下驾驶廉价汽车与交通事故造成 50 000人死

亡之间进行选择，而最终的结果是“不做选择”，真的能说明人们无

所谓吗？

苹果和桔子都是水果，如果必须在两种水果中挑选一种，最终的

选择要么是苹果，要么是桔子。从分析的角度来说，选择本身是否不

能定义偏好？经济学家将这种选择称为显示性偏好，同时假设从效用

理论可以推导出来。比如，我们对于高速路上安全的偏好相当于认为

每个人生命的价值为三百万美元。如果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做出这样

的选择，其实在选择的时候就暗含有偏好的成分在里面。比如，我们

在第10章提到选择工作的教授，她一时难以抉择，但是最终还是选择

了离自己亲朋好友较近（或较远）的一份工作，与亲朋好友的距离不

就是她最看重的因素吗？或许她并不能意识到或羞于承认此种原因，

因为她觉得这样做理由并不充分。除了极个别的情况，比如抛掷硬

币，我们认为在大部分情况下，人们都是有偏好的。但是，我们通常

不太能接受显示性偏好的说法，即选择已经包含了偏好的成分，这一

点在前几章已有阐述。具体来说，选择可能确实是非理性的，具有矛

盾性。因此可以认为在特定情境中的选择和个体在此情境中的偏好可

能是不相符的。

由于选择存在认知困难，显示性偏好也易受到批驳，但从外显证

据推断偏好的最常见原因是：人们有时会做他们不想做的事，即我们

选择了自己并不偏好的选项，比如，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威廉·詹姆士

发现牙痛患者喜欢用舌头去舔疼痛部位，即使他们知道这样做会加重

疼痛感。



但是，支持显示性偏好的理论家们认为舔牙痛部位的行为带给患

者更多的是一种积极体验，而牙痛本身带来的则多是消极体验。当

然，这种积极的体验看起来很“愚蠢”，因为患者只有通过治疗才能

缓解疼痛，而舔只会使疼痛加剧。同时，他们认为“不同个体爱好不

同，这一点是毫无争议的”，舔后带来的更强烈的疼痛感要比牙痛本

身更被患者偏好。

因为我们不清楚构成个体高兴和痛苦的成分有哪些，所以用“个

体有时会选择自己不喜欢的选项”这一事实来反驳显示性偏好理论是

不充分的。但是，从认知的角度入手，指出选择的矛盾性，就能推翻

这一观点。

公理2.传递性：如果A B且B C，那么A C。

捍卫公理2最首要的工作就是排除“钱泵”情形的产生。假设约翰

在选项A、B之间，更偏好A；在B、C之间，更偏好B，但是在A、C之

间，又更偏好C，进一步假设在任何两个选项之间他都不是无所谓的。

结果就是他应该自愿地拿出一些钱，用偏好较弱的选项去交换得到偏

好较强的选项。现在假定我们将选项C作为礼物送给约翰，由于在B、C

之间，他更喜欢B，所以为了得到B，他就会拿出一些钱；然后用B去换

A，也要拿出一些钱，同样用A换C，也需要钱。如果就此打住，约翰就

得通过三次支付行为来得到一开始被当做礼物送给他的选项C。实际

上，这是个无限循环的过程，约翰最终会花费很多的钱，但却得不到

自己最想要的东西（当然这只是种假设）。

回应“钱泵说”的证据就是，具有传递性偏好的个体通常会拒绝

玩这种游戏。除非在某些特殊条件下，选择并不会无限次重复。我们

对两个选项中某一个的偏好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某人引用过一位著名

经济学家的观点，在特定的决策情境中，大多数人“既会满足自己的

偏好，又会让公理自证”（保罗·萨缪尔森，引自Daniel Ellsberg，



1961）。比如，现在某公司需要招聘一位新秘书，对能力的要求有三

点，（1）文职技能，（2）组织协调能力，（3）愿意承担职位描述中

未涉及的其他任务。假设有三个应聘者符合条件，分别是A、B和C。其

中在能力（1）上，优秀等级排序是A，B，C；同理，能力（2）：B，

C，A；能力（3）：C，A，B。由此我们看出A在能力（1）和（3）上优

于B，B在能力（1）和（2）上优于C，C在能力（2）和（3）上优于A。

如果我们要两两比较做出选择的话，就会陷入无限循环中，且不符合

可传递性的公理描述。（这就是我们在第10章提到的定性附加差异或

投票法选择策略。）在这里，最关键的是三名应聘者被考察的顺序，

最后被考察的人将会被录取。

这种结果必然是糟糕的吗？尽管理论上，人事经理会陷入“钱

泵”的循环怪圈中，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没有人会先随便指派给她

一位秘书，然后根据上述排序，通过索要回报无数次地为她更换人

选。当然，我们的亲身经历又告诉我们，当需要做出重要决定同时又

极其困惑的时候，这种“钱泵”的现象还是存在的：“好了，我将选

择那份薪水高的工作；但是第二份工作又比较的轻松，有很多灵活的

假期；再等一下，我不想住在中西部，但是第三份工作能提供很好晋

升的机会……”诸如此类的情形会使我们感到不适，难以抉择。

我们的观点是：选择应当具有可传递性。这主要源自某一著名论

断，即从宏观全局的角度上做出的选择是最佳的。这一论断出自康

德，他认为应该把做选择当成为所有人制定永久性的政策。实证证据

表明如果判断选择质量的标准存在的话，依据康德所言做出的选择，

确实要优于仅仅将眼光局限在当前选项之上而做出的选择。

公理3.闭合性：如果A和B同时存在于选项集S中，那么ApB也存在

于其中。



公理3仅仅要求决策者将不同选项的概率混合当作一个选项来考

察。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建构有关决策的理论将变得毫无意义。

公理4.选项间概率的分布：如果A和B同时存在于选项集S中，那

么[（ApB）qB] ~（ApqB）。

从根本上说，公理4要求我们遵循概率论（见附录）。这条公理在

图11.2和11.3有关决策树模型中已有所展示；为了使该公理成立，左

边的二阶段赌博必须与右边的一阶段赌博是等价的。

当然，我们一般不会质疑该公理，但是实际行为却并非如此。比

如，某人在两种不同的赌博情境中的表现是不同的，但是公理成立的

前提是他应该具有不变的行为模式，这两种赌博情境分别是：（1）以

0.20的概率赢得45美元，（2）在第一阶段有0.75的可能性未得到任何

奖励，但是在第二阶段以0.80的概率赢得45美元。（因为[1.00–

0.75]× 0.80 = 0.20，公理4要求我们在这两种赌博情境中的行为表

现是相同的。）



图11.2　用决策树表示公理4中提到的两种赌博情境

图11.3　用决策树表示由公理4引申出的具体实例

Von Neumann和Morgenstern（1947）在讨论概率的时候，假设它

们是客观的。（尽管概率的准确性和客观性很复杂且具有争议，但是

他们认为自己理论中涉及到的p和q都是通过绝对标准的测量得到

的。）也有一些决策理论不符合这条公理，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

Ward Edwards的观点，他建议从客观概率转向主观概率，从而得到另

一种理性决策理论。我们完全有可能得到同样满足概率论（在第9章和

附录中都会提及）的非客观的概率混合。如果决策者要通过概率估计

来解决未来不确定的问题，他的概率估计必须符合概率论的要求，否

则，将会做出矛盾的选择。在第12章，我们将对预期理论（在第9章已

提到）进行深入分析，预期理论是一种公理化的非期望效用理论，它

使用的是非客观的、变化的“决策权重”而非“概率”的概念。预期

理论在整体结构上与期望效用理论是相似的，但是，它只是对决策行

为的描述，并非理性选择模型。

公理5.独立性：如果A、B和C同时存在于选项集S中，那么当且仅

当（ApC） （BpC）时，A B。



公理5非常重要。实际上，许多决策理论家都曾详细地研究违背或

删除公理5的影响有多大。乍一接触到这条公理，我们可能会觉得它的

作用甚微：如果在两个选项中，决策者更为偏好其中的一个，那么即

便存在某一特定的概率，使得决策者最终放弃了它们两个，而选择了

第三个选项，但是在先前的两个选项之间，决策者的偏好是不是不应

该发生变化呢？这就是公理5包含的主要内容，图11.4对其进行了解

释。

注意：一些同学不太理解这条公理，因为他们错误地认为存在一

种同时接受的情形，即选择者同时接受A和C或同时接受B和C，但是这

里指的是接受A或C的一种概率混合与接受B或C的概率混合，“或”的

意思是排太，在A和C、B和C分别二择一。如果公理描述的是一种同时

接受的情形的话，就会说不太通：但是对于鞋子来说，我们却不希望

仅仅得到一只鞋子，而能得到一双则是比较完美的。

图11.4　用决策树模型对公理5进行解释

下面我们考虑一种假确定性效应：在有0.20的概率得到45美元和

0.25的概率得到30美元之间，大部分人都更偏好前者（如图11.5中第



一部分所示），而在100%能得到30 美元和有0.80的可能性得到45美元

之间，也更偏好确定的前者（如图中第二部分所示）。接下来用A选项

代表100%能得到30 美元，B选项代表0.80的可能性得到45美元，两者

中更偏好A（如图中第二部分所示），再用C选项代表得不到任何东

西，p值是0.25，那么，（A 0.25 C）表示的是100%得到30美元的概率

是0.25，同时得不到任何东西的概率是0.75（如第三部分左半边所

示），根据概率分布的原理，这也就相当于有0.25的概率得到30美元

（如第四部分左半边所示）。相反，（B 0.25 C）表示的是有0.25的

可能性以0.80的概率得到45美元，同时有0.75的可能性得不到任何东

西（如第三部分的右半边所示），即共有0.80 × 0.25 = 0.20的概率

能得到45美元（如第四部分右半边所示）。由此看出，大多数人在第

一部分的偏好与第二部分的偏好实际上是相反的，因此，在前两部分

同时出现典型偏好的个体（绝大部分人都会如此）就出现了假确定性

效应，违背了独立性公理。

假确定性效应说明我们的选择受结果呈现方式的影响，而非结果

本身的影响。这种非理性的行为是反驳独立性公理的唯一证据吗？答

案是否定的。公理5暗示出决策者是不会受到结果偏态性（skewness）

的影响的，这种偏态性主要针对的是有关个人价值观的概率分布。图

11.6显示的就是两个不同选项的偏态分布。两个分布的均值相同，即

个人价值的期望值是相同的，根据公理所述，最终的选择主要依据的

就是这一期望值。这两个分布的方差也相同。（关于概率分布均值、

方差的描述可以参考基本的统计教材，如Freedman、Pisani、Purves

和 Adhikari于1991年写的《统计学》[Statistics]。）



图11.5　违背公理4和公理5的假确定性效应



图11.6　均值和方差相同的两种偏态分布

如果图11.6代表的是某一国家收入的分布情况，那么大部分人都

会非常明确地偏好上面那幅图：因为它是正偏态，曲线的每一个点都

说明收入呈增加的趋势，收入的增加又提升了工作的生产力。顺便说

一句，工业社会中收入的分布情况的确如此。而且，在上方的图中，

最低收入的人和均值之间的差距没有下方的图那么大。下方的图中，

许多人获得了高收入，但负偏态左边长尾的这部分人收入水平远低于

均值。我们如果能对国家的收入进行如上的思考，那么为什么不能将

其迁移到决策情境中呢？实际上，我们不喜欢选项的分布呈现很大程

度的负偏态。受欢迎的彩票、赌博和竞争性比赛的结果多是正偏态



（比如，赢得很多钱的概率非常的小）。不同的人在包含多种结果的

赌博中对分布形态的偏好是不同的，有关赌钱的实证研究表明，包含

有输赢的正偏态分布（如图11.6中第一部分所示）是最受偏好的

（Lopes & Oden, 1999）。

图11.7　用决策树模型描述公理6的内容

公理6.一致性：对于选项集S中的所有结果来说，用A和B代表两

个不同的结果，则有当且仅当A≥（ApB）≥B时，A≥B。

公理6说明在两个选项中，如果我们更为偏好其中一个，那么只要

这个选项有一定的概率出现，我们仍然会更偏好这个选项（如图11.7

所示）。这条公理是无可辩驳的。

公理7.可分解性：对于选项集S中的所有结果来说，用A、B和C代

表三个不同的结果，则有当ALBLC时，存在一个p值，使得B

~（ApC）。



公理7类似于Holder所阐述的物体质量中的阿基米德性质。实际上

是指不存在一个选项的偏好能够绝对大或绝对小，总是存在某一种概

率混合，使得两个选项的偏好程度是相同的。现在假设存在三个选项

A，B，C，我们对它们的偏好顺序是ABC。依据公理描述，则存在某一

个概率值将A和C混合在一起，进而使得我们对B 和AC的组合之间的偏

好不存在差异（如图11.8所示）。

图11.8　用决策树模型描述公理7，该公理说明存在某一概率值使得我们对确定选项

B和类似于赌博的选项组合AC之间的偏好不存在差异。

对于决策者来说，如果我们假设在所有的选项中，A选项具有无与

伦比的吸引力，那么无论A以何种概率值出现，在ApC和B之间，都会更

为偏好前者。如做适当变动，当选项C无可比拟地差于B时，同样的结

论仍然成立。根据公理所述，这样的选项是不存在的。那么如果是永

恒的幸福天堂或突然死亡呢？是不是一个选项只要包含了永恒幸福，

无论其概率多渺茫，和其他平凡无奇的选项相比，人们就一定更偏好

前者，毫无取舍的困难呢？又或者，我们其实也不会完全排斥包含一



定概率死亡的选项？（或许我们不应该在这里谈论永恒幸福的话题，

因为我们无法说清楚那指的是什么。）我们的行为明确地说明我们对

死亡是恐惧的，并总是竭力地避免它发生，或者说我们对于生活和未

来的态度是积极的。但是，我们能避开所有包含死亡可能性的选项

吗？答案是否定的。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充斥着死亡的风险，即便是一

些微不足道的行为（如穿过马路去买报纸）。某些情况下死亡的可能

性还会大于其他时候，比如坐飞机，虽然我们害怕坐飞机，但每年仍

然需要依靠它飞行数千公里到外地。即使为了远离死亡而整天躺在床

上不动，也可能因为长时间卧床使躯体的机能下降，从而更快地接近

死亡。另外，在生活中也存在一些虽然死亡风险很大，但却是经过深

思熟虑的选择，比如在战争中采取地下抵抗行动，或选择一份高薪但

十分危险的职业，如深海潜水。

所有的公理看起来都十分合理。事实上，如果考虑可比性，就只

有独立性公理会遭到批驳。但是，正如其他数学理论，这些公理也具

有十分突出的应用价值。比如根据勾股定理，如果已知直角三角形任

意两条边的边长，我们就能求出第三条边的长度。如果实际测量的结

果不符合预期的话，我们通常会认为这个三角形不是直角三角形——

我们几乎或从来不会说定理不正确，即三角形是直角三角形，测量也

是准确的，只是这个数学推论不适用于实际。von Neumann and

Morgenstern理论最苛刻的部分就是如果我们接受了该理论，就必须从

期望效用的角度对不同的选项进行评价，即认为确实存在数字能够代

表选项包含的每个结果的效用。（重申一下，这些数字是和只包含有

一个结果且此结果出现的概率是1的选项结合在一起的。）根据可分解

性公理，这些数字可由某些选择所决定，同时要求其他选择也由期望

效用计算得出。而描述结果分布的其他特征变量，比如偏态，与此无

关。



如果我们想设计一种方法对不同结果的效用值进行测量的话，就

要用到可分解性原理。虽然本书的主要内容不涉及测量方法（详见

Dawes & Smith [1985]书中的简介），但是我们可以举个简单的例子

探讨一下这一基本方法。为了简便，我们现在假设只存在三个结果

（可能与钱有关，但是我们还是选择一种数量性不太明显的情形）：

分别在A（科罗拉多州的博尔德）、B（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和

C（德克萨斯州的拉拔克）三个地方进行为期一周的旅游。进一步假设

决策者对其的偏好从强到弱依次是A、B和C（依据可分解性原理得到的

ALBLC的表现形式）。那么在A和C效用值中间的哪一个位置才是B的效

用值呢？根据“可分解性”，我们可以赋予最受欢迎和最不受欢迎的

地点的效用值分别为1.0和0.0（或者100和0，因为量表的原点和单位

是随意确定的），然后向决策者展示一系列的赌博情形，直到将A和C

结合起来的选项与B的效用值之间没有差别（如图11.8中的右半部分所

示）。如果理论成立的话，我们就可以依据概率的组合计算出B的效用

值。比如，如果决策者对在B游玩一周和有0.8的可能性在A游玩一周、

0.2的可能性在C游玩的组合的偏好无差异的话，就可以认为在0~100，

两端分别代表博尔德和拉拔克效用值的量表上，B的效用值位于80的位

置上。这种方法可以用来在等距量表上测量任何一个结果的效用值

（同时这种方法由于涉及有关偏好概率的问题，所以经常被用在应用

性的决策分析问题上）。

有许多研究对效用函数，尤其是与金钱有关的效用函数进行过测

量。对这种函数的分析经常被用来对个体表现出的行为进行解释和预

测。比如，一条凹曲线（负增长，边际收益递减）有时说明个体倾向

于规避风险，而凸曲线说明个体倾向于寻求风险。按照相关理论，这

类曲线可以系统描述和预测个体在实验室模拟的赌博情境中表现出的

行为，同时也适用于企业中管理人员对职业的选择。员工的职业选择

在经济波动期比在经济缓和期更易表现出风险寻求的行为倾向



（MacCrimmon & Wehrung, 1986；章节9.3中对效用曲线有更多讨

论）。

11.4 对公理理论的传统反驳

上述理论仅描述了理想的选择情境，而并未考虑实际行为，现实

是怎样的一种状况呢？von Neumann和Morgenstern的书出版后，一些

理论家指出该理论不合理地限制了实际的决策行为，因此是不成立

的。其中最著名的反驳是提出了两条悖论，最初这两条悖论仅从概念

上进行阐述，随后得到了实证研究的证明。它们分别由诺贝尔经济学

家Maurice Allais和决策理论家Daniel Ellsberg提出的（后者因泄露

了“五角大楼文件”而臭名昭著，该文件主要记载的是有关越南战争

的秘密内容）。

Allais悖论

Maurice Allais因论述von Neumann和Morgenstern的期望效用理

论对实际行

为的限制性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比如，假设现在有两个选项A

和B：

选项A：有100%的可能性得到100万美元（确定的选项）。

选项B：有0.10的可能性得到250万美元，0.89的可能性得到100

万美元，同时有0.01的概率得不到任何东西。

当我们需要在上述两个选项中做出选择的话，大部分人都会选择

A。这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遵循理论要求，就必须分别赋予100万美



元、250万美元和得不到任何东西这三种结果不同的效用值，然后因为

选项A的期望效用值大于B，所以我们选择了A，即：

U（100万美元）〉 0.10 U（250万美元）+ 0.89 U（100万美元）

+ 0.01 U（得不到任何东西）。

根据可分解性公理，如果U（250万美元）=1.0，U（得不到任何东

西）=0.0，则有0.11 U（100万美元）〉 0.10。

现在考虑另外两个不同的选项：

选项A′：有0.11的可能性得到100万美元，0.89的可能性得不到

任何东西。

选项B′：有0.10的可能性得到250万美元，0.90的可能性得不到

任何东西。

选项A′和B′的期望效用值分别为0.11和0.10，因为我们规定得

到250万美元的效用值是1.0。因此，选择A不选择B，就意味着选择A′

而不选择B′。但是，Allais认为较为合理的做法应该是在第一对选项

中选择A，在第二对选项中选择B′，这也是大部分人在两种选择情形

中做出的选择。为什么要在有百分之百的可能性得到一百万美元的情

况下，去选择有百分之一的可能性得不到任何东西的选项呢？反之，

考虑到在第二对选项中得不到任何东西的概率更大，为什么不去冒百

分之一得不到任何东西的风险，而使收益扩大到2.5倍呢？

数学家Leonard（Jimmy）Savage（1954）的分析令人信服。他将

不同结果的概率比作从装有100个筹码的袋子里抽出不同颜色筹码的概

率，这100个筹码由1个黑色筹码、10个蓝色筹码和89个红色筹码组

成。选项A就说明无论抽到哪一种颜色的筹码，都会得到100万美元的

奖励；选项B说明抽到红色筹码，得到100万美元奖励，抽到蓝色筹码



得到250万美元奖励，但是抽到黑色筹码得不到任何奖励。那么对于决

策者来说，无论在哪种选项中，抽到红色筹码的奖励值都是一样的，

选择A而非B就意味着我们更为偏好在选项A中得到100万美元的概率，

而不是在选项B中得到250万美元的概率。（有时候，最终的选择可以

解释为我们希望避免得不到任何东西的遗憾感：“好吧，我一开始可

以非常确定地得到一百万美元，但是为了使奖励变多，我冒了个险，

不幸的是事与愿违啊……”）但是在A′和B′之间选择后者，就与最

初的偏好是相违背的。重申一下，在两个选项中，抽出红色筹码得到

的收益都一样（不过都为0），但是现在我们更为偏好抽出蓝色筹码得

到的250万美元和抽出黑色筹码得不到任何东西的结果，而非无论抽出

蓝、黑筹码都得到100万美元的结果。

Savage（1954）再次通过实例对独立性公理进行了验证，同时使

得这条公理更令人信服，具体内容如图11.9所示。从图中我们可以很

清晰地看出，无论在哪个选项中，抽出红色筹码的概率是不变的

0.89，应当与选择无关，因为每一组选项内部，抽出红色筹码的报酬

相同。

Ellesberg悖论

Ellsberg（1961）主要将注意力放在赌博具有不确定性的特点

上，同样对独立性原理进行了反驳。假设一个桶里有90个带颜色的

球，其中红球的个数是30，黑球和黄球的总个数是60，具体各是多少

未知。下面从桶中随机抽取出一个球，你更喜欢哪一个选项呢？

选项Ⅰ：抽到红球，赢得100美元；其他颜色的球，没有奖励。

选项Ⅱ：抽到黑球，得到100美元；其他颜色的球，没有奖励。



大部分人都会选择选项Ⅰ，因为我们对其描述的情形较为的确

定，但是选项Ⅱ中黑球的具体个数是不确定的。

接下来给你另外一对选项，你会更喜欢哪一个呢？

图11.9　Savage对Allais悖论的分析

选项Ⅲ：抽到红球或黄球，会得到100美元；其他颜色的球，没

有奖励。

选项Ⅳ：抽到黑球或黄球，会得到100美元；其他颜色的球，没

有奖励。

现在大部分人都会选择选项Ⅳ，同样因为个体在具有确定性概率

的风险选项（60/90）和模糊选项之间，偏好前者。（在选项Ⅲ中赢钱

的概率范围是31/90~89/90。）

这种选择再一次对独立性原理进行了反驳。图11.10中的表格对上

述内容进行了清晰描述。不管在哪一个选项中，抽到黄球赢得的奖励

是一样的，所以最终奖励结果的不同主要依赖于抽到红球和黑球带来



的奖励。但是在这两对选项中，抽到黑球和红球的奖励是一样的，按

理说，具体的偏好应该不会有什么不同。但是大部分人的偏好还是出

现了反转。换一种方式说，就是在第一对选项中，决策者更喜欢将赌

注押在红球而非黑球上。但是在第二对选项中，正好反过来。上述的

选择意味着红球比黑球出现的概率更大，非红球比非黑球出现的概率

大。同时，决策者认为红球或黄球出现的概率小于黑球或黄球出现的

概率，但是又觉得红球出现的概率大于黑球出现的概率。这种矛盾的

推论，使得我们无法依据概率论为不同结果赋予确定的概率值。

图11.10　Ellesberg悖论中涉及到的赌博情形

11.5 理论的适用条件

当然，由于某些原因，包括本书前面几章提到的决策与评价的非

理性，人们并不总是按照von Neumann和Morgenstern的公理作出决

策。Daniel Ellsberg ( 1961 )的评论更为经典：



有些人宣称自己是期望效用理论的绝对拥护者，他们的行为更多依据理论要求，而非

直觉，对于运用“非充分推理的原则”充满怀疑。反对该理论的人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以

一种高兴的、几近狂喜的状态去批驳；一类通过分析自己的心理感受发现理论的不符之处，

虽十分悲伤，但态度很坚决，拿萨缪尔森的话来说就是满足自己的偏好，让理论去服务理论

本身吧；还有一类人是直觉地反对这个理论，但是却因此感到愧疚，所以就发奋图强，对该

理论进行深入分析，以期有所修正。（p.655）

是不是应该做出符合公理系统的决策呢？我们的回答为带有条件

的“是”，这个条件主要体现为尽管没必要被这些公理所束缚，但是

在做决策的时候，还是应该考虑一些公理的内容。虽然判定某一决策

是否满足公理很困难，但是当且仅当我们依据期望效用来做出选择

时，公理是成立的，这提供了一种考虑其他选项的方法。比如，一对

夫妻子女绕膝，选择搭乘不同的飞机达到同一目的地。这说明（根据

理论）他们认为两人同时遇难要比一人遇难更为痛苦，这种痛苦程度

的差异接近两倍的关系。下面我们就运用von Neumann和Morgenstern

的理论对这个例子进行分析。

在这个例子中，存在着三种不同的结果：两人都遇难，其中一人

遇难，两人都未遇难。因为对选项效用的赋值是任意的（针对同一问

题提出的不同效用量表之间的关系是线性的），所以我们规定两人同

时遇难的效用值为-1，都未遇难的效用值为0。每架飞机出事的概率都

是p，且两个p值是相互独立的，所以它们同时出事的概率即为p × p

或p2，这也是夫妻二人分开飞行而同时遇难的概率。但是，当他们乘

坐同一架飞机，同时遇难的概率是p。接下来假设只有一人遇难的效用

值为x，根据期望效用理论，则有：

p（-1）〈 2p（1-p）x+p2（-1）。

式子右半部分的第一项表示的是只有一人遇难的概率（第一架飞

机失事而第二架飞机安全的概率加上第一架飞机安全而第二架飞机失



事的概率）乘以x，x指的是只有一架飞机遇难的效用值，第二项表示

单独飞行时两人同时遇难的概率乘以-1，-1指的是该结果的效用值。

对式子进行约分化简可以得到x〉- 。x〉- 说明只有一人遇难

的效用值小于两人同时遇难的效用值（负数）的一半。

我们建议，应该提醒这对夫妻，他们其中一人遇难的效用值是否

小于两人同时遇难的效用值的一半。在这一例子中，这可能不会改变

他们的决定；事实上，上述考虑很可能会强化他们的决策。我们在这

个例子中所做的就是假设人们在特定框架下，至少可以部分提高效用

值，这个框架本身并不要求这种洞察力，正如在度量物体质量的物理

学框架中，本身也不要求度量到的数据与我们感受到哪一个物体更重

相一致。但是，正如天平度量的质量至少部分与我们对质量的感知一

致，此系统内的效用值也应该与个人价值的主观感受相一致。在这两

种体系中，如果没有这样的对应关系，对它们进行研究也就变得毫无

意义。

下面再举一个医学方面用X射线检测肾脏囊肿或肿瘤的例子。

Dennis Fryback在他的博士论文中，针对“用X射线判定肾脏病变是囊

肿还是肿瘤”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具体概要见Fryback & Thornbury，

1976）。标准化的程序是当病人的肾脏功能出现紊乱时，需要接受X射

线检测，如果出现异常，医生应该根据X射线的结果，判断这种病变属

于囊肿还是肿瘤，这种判断是概率性的，接下来病人要接受一种侵入

性的检查。当时并不存在一项检查可以同时诊断出这两种可能性，而

且，因为X射线结果显示的异常也可能是一种正常变化，即使其中一项

检查得到阴性结果也还不能判断是否出现另一项病变，必须继续做第

二项检查。Fryback研究的主题就是如何安排这两种检查的顺序，这一

顺序对于病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两种检查的性质迥异。



对囊肿的检测使用的是抽吸法。将针管从患者的背部插入病变部

位，然后判断肾脏中的液体是否可以被抽吸上来，如果可以，则说明

是囊肿。整个过程只需要局部麻醉，术后凝血的概率较小，费用较

低。

对肿瘤的检测使用的是动脉造影术。先将一段软管插入患者的股

动脉，然后操纵它进入肾脏，在软管末端连接的设备可以切取病变部

位的组织样本，然后对获得的组织样本进行活组织检查。在Fryback的

研究中，完成一次检测需要1天的术前准备，至少1天的术后住院观

察。术后凝血的概率是抽吸法的10倍，同时患者感觉非常不舒服，费

用较高。

Fryback发现，当医生认为囊肿出现的概率是肿瘤出现的2倍时，

才要先进行抽吸法，否则就要先接受动脉造影术。他还发现，无论是

患者、医生还是普通公众都认为动脉造影术的恶劣程度是抽吸法的10

倍。（有趣的是，不舒适、无法工作和术后可能出现凝血是做出此种

判断的主要决定因素，费用的影响作用很小——这可能是因为医疗保

险的缘故，所以我们对上述两种方法在费用上的差异不是太敏感。）

接下来，Fryback以动脉造影术的负效用是抽吸法的10倍为假设前提，

对这两种方法进行了期望效用的分析。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先假定病

人的肾脏肯定发生了病变，是囊肿或肿瘤中的一种，然后设定两种病

变的概率（不过实际上第一种检查得到阴性结果后对第二种检查的要

求提高了，因为病人也可以没有发生病变）。于是，我们假设在病人

的异常不是正常变异的前提下，病变是肿瘤的概率是p，因此，（1-

p）就是病变是囊肿的概率。同前，我们可以假设两种检测都不用接受

的效用值是0，只接受抽吸法的效用值是-1，只接受动脉造影术的效用

值是-10，需要接受两种检测的效用值就大约是-11。



假设放射线操作者认为放射结果是肿瘤的概率是p，如果先接受的

是动脉造影术，那么整个过程的期望效用值就是

p（-10）+（1-p）（-11）式子中的第二项表示的是，在确定不是

肿瘤的情况下，接受两种检测的效用值。同理，先接受抽吸术后整个

过程的效用值是

（1-p）（-1）+ p（-11）那么要使先接受动脉造影术的效用值大

于先接受抽吸法的效用值（即负效用会较小），即

-10p-11（1-p）〉（p-1）- 11p。

则

11p〉10或

p〉10/11

换言之，只有当病变时肿瘤的概率大于10/11，即肿瘤出现的概率

是囊肿的10倍时，先接受动脉造影术才是最优的选择。回想一下，在

Fryback的研究中被调查的对象认为动脉造影术带来的坏处至少是抽吸

法的10倍，由此可见，10/11仅仅是个下限。但在实际情境中，当判断

肿瘤出现的概率大于1/2的时候，就会选择先进行动脉造影术。

这个例子说明被调查者的个人价值与von Neumann-Morgenstern理

论系统中的效用值之间至少是部分相符的。不过，人们可以对这些效

用值进行评价，相信这一点看起来是相当合理的——实际上，当我们

把这个结论告知医生时，他们就对检查程序做出了调整。有趣的是，

把放射科医生对囊肿和肿瘤出现的概率判断与检查后实际发现的两种

病变频率进行比较，会发现他们的判断非常准确，不过可惜的是，这

一判断却与实际的决策完全无关——因为如果根据期望效用分析，在



大多数的情况下他们应该先进行抽吸法，除非他们判断肿瘤出现的概

率至少是囊肿的10倍，而这种情况是极少见的。

应用性决策分析新领域（自1970年以来）主要根据von Neumann和

Morgenstern提出的方法帮助决策者优化决策（Clemen，1996；

Hammond，Keeney，& Raiffa，1999）。决策分析的前提是人们确实对

自己的个人价值有一定的了解，但是在某些特殊的选择情境中，尤其

在决策变得自动化或必须通过特定程序才能做出时，个体价值是无法

体现的。无论假设情境还是真实决策，应用性决策分析师先诱导决策

者对不同结果的价值和出现的概率进行详细分析，然后通过期望效用

的分析，使得决策者对不同的选项有总的看法，进而做出最终的选

择。正如在医院里决定先接受哪种检测一样，这种做法意义深远。

另外还有一个例子，讲的是某小镇上一个工厂主考虑引进自动化

设备的故事。他的家族拥有这个工厂已有数年，工厂为小镇上的很多

人提供了工作的机会。在听了引进自动化设备可以增加利润的一个报

告后，他对这一措施感到不安，但却不知原因。然后他向一位应用性

决策分析师咨询，分析师通过深入了解，得出结论说他经营这家工厂

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赚钱，相反，他想给镇上的居民提供就业机会，以

便为自己树立一定的威望。根据分析师对不同选择期望效用的分析，

引进自动化设备是个非常糟糕的选择，因为这会违反这个人建立工厂

的初衷。这个人听后，恍然大悟，也终于明白自己不安的真正原因是

什么。实际上，在引进自动化设备可以增收的确凿证据面前犹豫不

决，恰是这方面的原因。分析师的分析可以使他向自己和其他不理解

他这种行为的人做出合理解释，避免决策失误。

这样的决策分析就像心理治疗，因为它帮助人们改变行为以符合

自身的价值观。von Neumann和Morgenstern的理论并没有告诉我们应

该做出何种选择，但却给出了解决问题的重要工具。并且，它可以帮



助我们避免做出一些基本的非理性决策，因为依据此一理论框架做出

的决策都是理性的。比如个体不愿放弃沉没成本，因为期望效用分析

主要针对的是将来发生的事情，所以沉没成本不会进入分析过程。实

际上，纠结于沉没成本的个体可以因下述理由而释怀：考虑到沉没成

本会和其他经济理性行为的重要动机冲突，原先认为放弃沉没成本是

浪费的动机就会消失。

决策分析师最初假设客户在特定决策情境中的态度、选择倾向与

一般情境是矛盾的。分析的目的是确认，甚至是量化这种矛盾，然后

希望客户可以依据自己的“基本目标”来解决问题。

11.6 关于决策分析的一些不合理质疑

因为决策分析主要通过数字和计算指导重要的决策，所以人们存

在一种普遍的误解，认为这种方法缺乏感情、非人性化、令人困扰。

这会不会使得一些重要的决策过程过于机械化呢，有时就像用电脑挑

选橄榄球四分卫、行政总裁，甚至是情人？那些“数字”在基础学科

中非常重要，但用作决策的依据，是否会变得没有意义，甚至十分荒

唐呢？当人生的重要机遇是由能力测验的分数或面试官的评定分数决

定的时候，难道我们还没有受够数字的奴役么？总之，人类的精神是

不是能更好地体现于直觉判断，而非纠结在数字分析之中呢？

我们坚定不移地否定上述所有的质疑。在von Neumann 和

Morgenstern的理论和本书的讨论中都绝对没有想要磨灭人性或更轻易

地评价并获取价值。相反，效用的提出主要是让我们掌握一种方法，

在决策时判断出什么最重要。分析期望效用的目的就是帮助我们了解

什么对我们来说才最重要。正如James March（1978）的观点，我们的

人生目标就是要发现自己珍视的事物。这一目标可能要求我们游戏人



间、恣意放纵，这种行为是不是有悖理性或期望效用理论的要求呢？

绝对不是这么回事。通过观察发现，以此为目标的个体持有的是一种

存在主义的价值观。决策分析的主要工作就是使这种价值观外显，使

人们能清晰地知觉到自己的价值观，并调整行为以符合价值观。

决策分析也并非是令人困扰的或模棱两可的的思辩活动。实际

上，一些结论可以用来指导行为而非仅仅给出想法。比如，正如之前

提到的von Neumann和Morgenstern的经典之作《博弈论和经济行为》

（1974），书中包含的内容要远比本书在这里所提到的内容丰富得

多。书中一个十分有趣的章节介绍了扑克牌的完美玩法。一局比赛中

有2 598 960种牌型，牌型之间彼此是相互独立的，为某一种牌型下注

就相当于从1到2 598 960这么多数字中随机抽出一个数字，抽到数字

最高的人获得此局的胜利。那么如何下注才是最好的赢钱策略呢？von

Neumann和Morgenstern在这里假设只有两个玩家的一种简化牌型情

境，两个玩家必须轮流下注，其中一人先下注，另一个人必须跟注

（下同等的赌注）或加注（提高赌注），随后前一个人也要在此基础

上继续跟注或加注。von Neumann和Morgenstern通过数学方法证明，

根据期望效用最大化原则，玩家必须迅速加注至最大值，或者认输。

（如果玩家是第一个下注者，他或许可以先“让牌”（check）以延迟

下注，直到其他玩家有所行动。）我们想说的是，在期望效用理论的

框架下，严格的数学论证表明，犹豫不决是一种糟糕的策略，最佳策

略恰恰不是让人纠结于决策之中。实际上，最佳策略就是在看到牌型

之前先在1到2 598 960之间选择一个数字，如果牌型的价值高于所选

的数字，就赌上全部身家，否则就压根不要下注。在这个情境中，期

望效用理论强调的是一种动态性的决策过程，绝对没有鼓励人们患得

患失、犹豫不决或是拖延迟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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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描述性决策理论
在理论框架中，理论和实践没有差别，回到实际生活中，理论和实践确实有差别。

——简·L.A.·范德施耐肖特（1953~1994）

当代著名的计算机科学家及教育家

12.1 非期望效用理论

经济学悖论和心理学实验都不止一次地证明，在描述人类行为方

面，主观期望效用理论并非有效的描述性理论。那些试图更充分地描

述人类行为的理论大多都保留了理性期望法则的基本形式（见章节

2.3）。所以，这些理论有时称为非期望（non-expected）效用理论，

用以表示他们是从期望效用的框架中派生出来的。

为什么要在一般期望效用框架下继续我们的工作呢？第一，这个

框架包含了某些成分，直觉和经验告诉我们，这些成分对于谨慎的决

策很关键。第二，这个框架对于人们在许多不同情境中的决策行为提

供了大体准确的描述性解释；一些经济学家将此框架称为实证论

（positive theory），因为它近乎准确地将一种决策行为中的投入和

产出（心理学家可能称为刺激和反应）和另一种决策行为中的投入和

产出联系起来。第三，这个框架抓住了理性（在我们的文化中它被定

义为最优）的本质，经过调整，我们的行为是可能接近理性的；我们

乐观地假设，人们在实现个人目标的过程中至少保持着一些理性。

然而，正如本书大部分内容所揭示的那样，人类远没有具备完全

理性行为所要求的理性，也不会去追求最优特征。所以，有效的描述



性理论和最好的规范性理论是不会完全相同的。解决规范性和描述性

两者差异的一种方法是，在能够解释原理论最可靠和最重要悖论的标

准公式中加入理论变化。在这些非期望效用理论中，最成功和最具有

影响力的是Kahneman和Tversky的预期理论（prospect theory）

（1979；Tversky & Kahneman，1992——在这本书中，我们关注的是

1979年“原始预期理论”的公式）。与期望效用理论一样，预期理论

运用代数公式来表示决策过程：选项（prospect）指由一个或者多个

结果（i）所定义的一种选择或者行动过程。这些结果就产生了由决策

权重（Πi）所衡量的价值（vi），决策权重和每种结果发生的客观概

率有关。选项的总价值（V）表示为：

V = Σ (Πi vi)，

此公式本质上与所有期望效用理论核心中的理性期望规则等价

（见章节2.3）。

在预期理论中，决策过程包含两个阶段：对各个选项的编辑

（editing），包括对与决策相关的行为、不可预见性以及结果构建认

知表征；评价（evaluation），是指决策者对每个选项的价值进行估

计并进行相应的选择。为了清晰地阐述评价阶段，对于每个选项来

说，评价阶段可以分为三个步骤：（1）估价，将价值函数应用于与各

种结果有关的所有后果；（2）对决策进行加权，根据不同后果发生的

客观概率函数，对每个估价后的后果进行加权；（3）整合，对每个选

项加权后的价值进行累加。下面让我们单独来看每个过程。

编辑和构架决策问题

预期理论超越了传统的决策理论，描述了决策者理解决策情境时

涉及的认知过程。由理解所导致的认知表征包含很多方面，如预期的



结果、事件、事件之间的不确定性、相关的价值、参照点等，而且可

能涉及其他有关价值估计和决策权重的信息（存在于长时记忆或者当

前环境中）。

假定第一步重要的编辑操作是在客观的评价等级量表上设定一个

参照点。涉及金钱和健康时，人们最有可能将现状（status quo）设

定为参照点，在个人的获益-损失量表中，参照点被设定为0。解释与

价值有关的现象时，参照点的位置是一个核心问题，因为它决定了什

么是获益，什么是损失，而且它预测了在什么位置决策者对价值的变

化最敏感（在接近0参照点的位置）。但是参照点并不总是现状，正如

Tversky和Kahneman（1981）所述：“在日常生活中，很种因素可以当

作参照点。参照点通常是人们已经适应了的状态；有时候由社会规范

和期望决定；有时候它体现一定的期望水平，这个期望可以是现实

的，也可以是不现实的。”（p.456）

在心理学中，除了现状之外，最常见的参照点是抱负水平

（aspiration level）。这个点不仅为很多人界定了成功，尤其是那

些成就需求很高的人，而且通常和我们搜索满意结果之选项的时间有

关。正如第10章所述，满意的策略未必最优，我们预期，抱负水平和

我们遇到或者考虑选项的顺序会相互影响，从而决定了策略的效果。

在赛马场上，可以看到抱负水平的效应。中奖概率较小的赌博在一天

快结束的时候尤其受欢迎——赌徒把很多的钱赌在客观上不可能赢得

最后比赛的那些马上。这种现象是由于失败的赌徒希望在结束一天的

赌博前赢回自己的损失。这些赌徒的行为和言论表明他们好像将“收

支平衡点”作为期望水平。当然，这意味着在最有可能获胜的马身上

赌注是更好不过了。此外，在我们所熟悉的人当中，一些赌徒，娱乐

场的游戏者，还有网上的股票投资者会谈到停止时的期望水平：“如

果我再赢得1000美元，我就结束一天的赌博而去慢跑。”



这种不稳定的、具有适应性的参照点概念对于很多经济学家来说

是个麻烦（虽然它最先是由一位经济学家提出来的）。正如预期理论

框架中的所有分支过程一样，参照点这个概念并不太严谨，这使得我

们很难得到一个先验的预期或者在形式上估计一个事后的参数，例如

参照点的位置。然而，在这些技术性的问题上，还是有一些进展的。

Lopes 和Oden（1999）设计了几个实验直接考察被试对彩票的偏好。

在这些实验中，他们确认了价值连续体上的一些特殊的敏感点。例

如，要求被试对自己的选择进行出声思考时，他们评论如下：

“这个风险小的彩票有较高的头奖，且有更大的几率赢取100美元以内的较大数额奖

金。我更关注的是输掉的最大值而不是赢得的最大值。”

“我选择风险小的彩票是因为奖金的最小值和最大值都挺多的，而且对于这二者而言

我都有很大的机会得到100美元左右的奖金。”

“我选择中奖概率大的彩票是因为损失的最大值是比较小的，甚至是零损失。不管怎

样，如果你有可能损失70美元或者200美元，那太冒险了。” （p.304）

Lopes和Oden（1999）得出结论，在人们对不确定选项的评价中，

三个位置起着很关键的作用：参照点、抱负水平（“我有多大的可能

达到我的某某目标？”）和安全水平（我损失某某数额或更大数额的

概率为多大？）。他们解释，人们在安全关注（ security-

mindedness，类似于风险规避）和潜力关注（potentialmindedness，

类似于风险寻求）方面存在个体差异。至少在金钱领域，这些个体差

异存在跨时间的稳定性（例如，从实验的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

而且它们可能与“谨慎的”和“冒险的”人格类型相关。研究者假定

个体的抱负水平非常不稳定，依赖于情境因素。Lopes和Oden将这些解

释为个体“参数”，并利用注意分配和眼动记录的间接测量方式来证

实，在彩票选择的任务中，这些因素和知觉导向以及信息搜索有关。

（我们建议将Lopes和Oden的SP/A理论视为预期理论的一个强有力的竞

争理论。）



March和Shapira（1987）的研究发现，商业决策者也会考虑其他

关键数量，他们常常参考下跌风险（downside risk）。下跌风险指商

业活动能够承受的最大损失量。另外，他们也关注盈亏平衡点

（break-even points）和生存点（survival points，继续做生意所

需要的最小资金量）。我们认为，对这些管理行为的详细研究将发

现，商业决策者在引人注意的参照点附近对资金的变化尤其敏感。

预期理论假 定第二步重要的编辑操作是对结果的整合

（combining）和分离（segregating）。我们假定，有时人们会将损

失和获益进行整合以提高总体的满意度。人们确实拥有某些信念，知

道一些东西会让自己感觉更好，而一些东西对自己的伤害更大。例

如，大多数人认为，与一次性收到一个红包相比，收到两个分开的红

包会得到更多的乐趣；收到两笔价值100美元的退税会比得到一笔200

美元的退税更满意。同样，大多数人愿意承担一个更大的损失而不是

几个小损失；单笔200美元的交通罚款比两笔100美元的罚款伤害更

小。我们的这些直觉与理论原则是一致的：临近参照点（这些案例中

参照点为现状）时，我们对获益和损失更加敏感——在递减的价值函

数中，相比一个大的浮动，零点上下两个小的浮动对我们的满意水平

有更大的影响。记住，这个理论也假定参照点移动很迅速；否则，接

连两个小的获益或者损失与一个大的获益或者损失不会有什么不同。

Richard Thaler将预期理论的含义进行了延伸，提出了心理账户

（mental accounting）的概念，用以解释在日常的消费习惯和金融市

场中出现的很多悖论（Thaler，1999）。

评价

评价阶段的第一个步骤是估价（valuation），即对每个结果的相

应后果进行个人化价值的推断。价值函数（value function）（具体

讨论见第9章和图12.1）总结了典型决策者的预期理论假设：将后果的



客观测量值转化为个体自己的价值。预期理论承认，在基本的函数形

式上存在个体差异，并且可以充分肯定的是，在对函数进行测量时，

价值函数的确会因个体和情境而变化，虽然它们也具有很大的一致

性。作为构架过程的一部分，每种后果都会进行识别，然后根据价值

函数转化为个人化价值。价值函数可以用以下方程来说明。

此过程有三个主要特征：

1.参照水平依赖性：个体依据参照水平的变化来看待后果（金钱

或者其他事物）。参照水平通常指个体的现状（价值函数曲线中的

[0，0]坐标点）。

2.得失饱和性：对于选择的正负后果而言，结果的价值都有边际

递减的趋势。获益和损失部分价值函数的指数α和β通常都比1.00小

——通常α和β的值均为0.88（如果指数的值是1.00，曲线则呈线

性；如果大于1.00，曲线则呈加速递增型）。



图12.1　预期理论的价值函数

3.损失规避：在价值函数中，损失部分的函数比获益部分的函数

更陡峭；损失100美元的痛苦感比获得100美元的快乐感更大。系数λ

标志着价值函数正半支和负半支的斜度的差异。λ的值通常为2.25，

表示损失所产生的痛苦感大概相当于相同获益量所产生的快乐感的两

倍（如果λ=1.00，损失和获得会有相同的斜度；如果λ〈1.00，获得

会比损失有更大的权重）。

仔细对照这个价值函数，我们就可以计算出各种选项的个人化价

值。例如，为了理解损失规避，我们可以计算实际获得100美元的预期

理论值，并且将它和实际损失100美元的价值进行比较：V+$100 = $100

= 57.54和V-$100 = -2.25 （-$100）= -129.47。很明显，损失带来的

伤害比获益带来的快乐更大。为了理解分离和整合效应，我们可以计

算收到两个价值$100的礼物和一个价值$200的礼物的个人化价值：

（V-$100+V+$100）=115.08和V+$200=105.90。对于损失的情形同样是这



样：（V-$100+V-$100）= -258.94 和 V–$200 = -238.28。正如上面所

提到，不管结果好坏，分离结果之和大于总体结果。

预期理论包含决策加权的过程，类似于期望效用理论中根据结果

的发生概率或者期望进行加权的过程。同样，预期理论建立在另一个

数学函数基础之上，概括了主客观连续统一体之间的关系——将概率

转化为决策权重。在规则明确的赌博游戏中，概率维度可通过数字明

确地传达给决策者。然而，将这个理论应用于“风险赌博”之外的领

域却更加有意义。Tversky在事业的晚期开始研究“概率从何而来”的

理论，称为支持理论。可以想象，支持理论（我们所知的启发式决策

过程）可以提供与数字之外的（技术术语称为“非风险性”）不确定

性情境的联系；并通过决策权重函数的X轴将主观的不确定性转化为数

字的主观概率。（关于这一发展过程的讨论，请参见Fox & Tversky，

1998。）

决策权重函数（同样，对于大多数决策情境中的大多数个体都是

具有代表性的）看起来像一个反S型曲线（见图12.2）。解释这些心理

物理学函数的一种有用的经验法则是，当曲线更陡峭时，说明决策者

对客观维度（X轴）的差别更敏感：如果曲线是陡峭的，说明相对于平

坦的曲线，决策者对于客观维度上的任何差别在心理反应上有更多的

变化。也许可以用几个机制来解释陡峭度或者斜度的不同，例如，不

同的注意强度、不同的感官敏感性、不同的神经-生化基质的活性。

此函数可以用以下方程来说明：



我们来逐一考察这个决策权重函数的特征。

1.接近0点的曲线是陡峭的，说明人们对不可能和可能之间的差异

特别敏感。这种陡峭性和人们对小概率风险的过度反应是一致的，并

且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人们会购买中奖率极低的彩票。工业和政府风

险管理部门对人们愿意支付极高的价钱去完全消除低概率的威胁感到

不解。美国最高法院法官Stephen Breyer（1993）认为，从毒物泄

漏、石棉泄露和疾病易感性中“消除‘最后10%的风险’是毫无必要并

且没有收益的尝试”（p.75）。为了支持这种观点，Breyer提到美国

环保署的管理者所说的话：在几个月之内可以消除几乎所有危险废物

堆中大约95%的有毒物质，但是想要消除最后残存的部分却需要数年，

而且还要花费高昂的成本、投入大量的社会资源、巨额的法律费用，

并会引起无休止的争论。作为一名曾经的初审法官，Breyer讲述了一

个他经历的难忘事例——用10年的时间去清除新汉普希尔南部的一个

有毒废料堆（United States v.Ottatti & Goss，1990）。



图12.2　预期理论的决策权重函数

除了一处私人会所，这个地区的大部分废弃物都已经被清理干净。该会所为了清理最

后这些废物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得到930万美元，以便用焚烧的方式清除少量浓度已经很

低的多氯联苯和“挥发性有机化合物”（主要成分是苯和汽油）。这930万能换来多少额外的

安全呢？这10年当中长达4万页的记录显示（所有各方都同意这样的观点），即使不做任何处

理，即使在废料堆玩耍的儿童每天吃少量的脏土，每年吃70天也不会对身体造成显著的伤

害。废物经过燃烧以后，这些儿童每年吃245天的少量脏土也不会对身体造成明显的伤害。但

是因为那是一块沼泽，所以没有儿童去那里玩耍并吃脏土。将来也不可能有吃脏土的儿童出

现，因为在那里造房子是不可能的。当事人也承认，至少一半的挥发性化学物到2000年的时

候会消失。我所说的“最后10%”这个问题的意思就是，花费930万保护一些并不存在的、吃

脏土的儿童。（p.12）

问题并不在于人们想不想安全，而在于人们对很多类似的风险反

应过度。这也意味着资金将不能用于其他保护性的或者有益的社会工



程。因为每次在没有必要的清除项目上花费930万，就会导致用来消除

更严重灾难的经费少930万。

2.在客观概率维度大约0.20的位置有一个拐点，在很多赌博情境

中（例如扑克、骰子游戏、赌马），人们在这个位置对“客观”概率

感觉精准。

3.在曲线中间的大部分位置，人们是“回归”的，曲线有点“太

过平坦”，客观概率的较大变化所引起的决策权重的变化较小。人们

对于中等概率的变化不敏感。函数的这一部分说明人们会超级叠加

（super-additive）事件的客观概率：一系列的决策权重的和小于其

客观概率的和。

4.最后，在度量客观概率的高端，随着概率增大而接近确定时，

曲线重新变得陡峭。这种现象有时被称为确定性效应，它部分解释了

Allais悖论中的偏好模式（在11.4讨论过的）。确定能获得大奖意义

重大，对于参加实验的被试，从0.99到1.00的变化比从0.10到0.11的

变化更重要。因此，当人们在精心设计的Allais悖论中做选择时，这

种心理会使其违背期望效用理论的独立性原则。

图12.3总结了预期理论提出的决策过程。我们可以在时间序列中

自由安排三个预备阶段（编辑、评价和决策加权）。这个理论本身对

于计算顺序并不十分明晰。此外，像大多数的科学理论一样，这个公

式已不断得到修正从而能够容纳新的实验发现。该理论的最新版本中

有一个更复杂的“向下累积”（decumulative）的加权过程（Tversky

& Kahneman，1992）。接下来让我们了解一下最新的行为研究，尤其

是那些区分传统期望效用理论和预期理论的行为研究。



图12.3　用流程图表示预期理论决策过程的各个阶段

12.2 获益-损失框架效应

框架对决策结果的影响可以通过下面的例子来阐述，我们可以构

造同一问题的两种版本，即用两种不同的表述方式来描述同一决策情



境。被试在面对两种不同表述时，会做出不同的选择，这时就产生了

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我们会呈现一些例子，说明问题的表

述方式会对选择者的参照点产生影响，也会说明人们对不变性

（invariance）原则的违背。（不变性原则是指主观期望效用理论的

第4条公理：例如，同一个赌博用弥散的“树形图”表示和用收缩的

“平常”方式表示时应该评价一样。）参照点会影响决策者对结果的

感知，同一个结果，如果与低的参照点比较时就是收益，与高的参照

点比较就是损失。

想象一下，你刚刚得到1000美元，下面两个选项你会选择哪个？

A选项：确定获得500美元。

B选项：投掷一枚硬币，如果正面朝上你获得1000美元，如果正

面朝下你获得0美元。

想象现在给你2000美元，你会选择下面那个选项？

C选项：你必须马上返还500美元。

D选项：投掷一枚硬币，如果正面朝上你返还0美元，如果反面朝

上你返还1 000美元。

在第一对选项中，现状参照点指你口袋里的钱加上刚刚获得的

1000美元，所有的结果被看作是收益。根据收益递减的价值函数，大

多数人偏爱确定选项（A选项）。但在第二对选项中，参照点指你口袋

里的钱加上刚刚获得的2000美元（虽然这是假想的，但由于适应非常

快，这种方式是起作用的！），所有的结果被看作是损失。损失时递

减的价值函数使得大多数人想要赌一下，所以他们选择选项D。如果把

四个选项放在一起看，虽然A选项和C选项是等价的（确定获得1500美

元），B选项和D选项是等价的（50%的概率获得1000美元和50%的概率



获得2000美元），绝大多数人都会改变偏好，从偏好A选项转而偏好D

选项。这种选择是非理性的——基于相同的后果人们做出了不同的选

择，而理性人的一个重要标准是基于行为的后果做出选择。这种行为

对于传统的决策理论提出了挑战：面对两个形式上相同的选择，我们

为什么会改变我们的偏好呢？这个结果表明，在一个连续统一的数值

量表上测量我们的效用是不可能的。

为了精确，让我们计算价值函数和决策权重方程（参见章节

12.1）的数值来看一下预期理论对每个选项的估价。

V选项A = Π i1.00（v+$500）= 237.19

V选项B = Π i50（v+$100）+ Π i0.50（v0）= 198.18

V选项C = Π i1.00（v-$500）= -533.67

V选项D = Π i0.50（v0）+ Π i50（v-$1000）= -442.36

在第一对选项中，A选项有更大的“收益”值；在第二对选项中，

D选项有更小的“损失”值。所以，从第一对选项到第二对选项，大多

数人的选择会发生变化。

获益-损失框架效应的另一个例子来自医疗决策领域。描述医疗手

术的效果时，哪种方法更准确呢？是给出存活率表明手术有效性还是

给出接受治疗的患者的死亡率？两种方法应该是相同的，但Barbara

McNeil、Stephen Pauker、Harold Sox和Amos Tversky（1982）等人

发现，对于医生和患者来说，这两种描述方式却有着不同的意义。

假设你患了某种绝症，你会选择哪种治疗方式？



外科手术：在100个接受手术的患者中，有90人手术后还活着，

有68人一年后还活着，有34人5年后还活着。

放射治疗：在100个接受放射治疗的患者中，所有人治疗后还活

着，有77人一年后还活着，22人在5年后还活着。

假设你患了某种绝症，你会选择哪种治疗方式？

外科手术2：在100个接受手术的患者中，有10人手术后死亡，有

32人一年后死亡，有66人5年后死亡。

放射治疗2：在100个接受放射治疗的患者中，没有人在治疗后死

亡，有23人一年后死亡，78人5年后死亡。

第一组陈述以生存率建构问题只有18%的受访者选择了放射治疗。

但第二组陈述以死亡率建构问题，就有44%的受访者选择了放射治疗。

同样一个不确定的结果，仅仅由于它们不同的构架方式而得到不同等

的对待。很明显，在死亡框架里，从术后10人的死亡到放射治疗后的0

人死亡，死亡人数的减少相当显眼。在医生、医学专业的学生、患者

和大学生身上均发现了明显的框架效应。

在医疗实践中，随着医生越来越多地将诊断结果、对疾病的预测

以及各种可能的治疗方式所带来的相关问题告知患者，因此，由框架

所带来的决策差异变得日益重要。告知病人的目的是允许患者自己选

择治疗方式，或者至少确保患者在知情同意的基础上选择医生所推荐

的治疗方式。以前，医生习惯于发号施令，患者甚至不允许询问他们

所服用药物的成分；并且，医生经常向患者隐瞒绝症（如癌症）、死

亡的可能性以及死亡发生时间——根据Elizabeth Lamont和Nicholas

Christakis（2000）对258名晚期癌症患者的主治医生所做的访谈，这

种情况依然常见。他们的结论是：“我们推测，医生和临终病人就预



后进行直接的、明确的和坦率的言语交流最多只有三分之一。”我们

同意Lamont和Christakis的观点，这种不愿意和患者坦白病情的行为

会阻碍病人以自己想要的方式结束生命。但是，在任何情况下，怎样

将预后和各种治疗引起的后果告诉患者便成为一个问题。很明显，从

逻辑的角度讲，从存活率和死亡率的角度和患者沟通应是一样的。但

目前的研究表明，这两种框架会带来不同的决策结果。

如果医生想采取最可能的中立方式向患者呈现信息并且允许患者

自己做决定，信息应该怎样呈现呢？McNeil和她的同事们（1982）建

议，同时以生存和死亡两种框架呈现所有信息。问题是，这样的呈现

方式可能是难以理解的，一些人甚至可能无法理解这两种框架是等价

的。另外一种呈现信息的方式是视觉呈现。例如，构建一个示意图，

用X轴表示年数，那么生存率和死亡率都能用相同的曲线表征出来。在

上述例子中，手术和放射两种治疗方式可以分别构建这样一个图表，

然后让患者在两种治疗方式中选择一种——考虑到图表包含了所有信

息，所以选择关注生存还是关注死亡是由患者自己决定的，而不是由

提供信息的医生决定。

现在来看一个由Tversky和Kahneman（1981）提出的问题，这个问

题类似于社会政策制定者必须做出的决策，并且已经向各种样本施测

过。

假设美国正准备应对一种罕见的传染性疾病，预计该疾病的发作

将导致600人死亡。现有两种对付这种疾病的方案可供选择。假定对各

方案所产生后果的科学估算如下：

如果采用A方案，200人将生还。

如果采用B方案，有1/3的机会600人生还，而有2/3的机会将无人生还。



你选择哪种方案？在最初的大学生样本中有72%的人选择方案A。

选项是从收益的角度来描述的——拯救生命——被试是风险规避的。

然而，另外一部分被试所面对的问题相同，但是从另外不同的角度来

描述的：

如果采用C方案，400人将死去。

如果采用D方案，有1/3的机会无人将死去，而有2/3的机会600人将死去。

你选择哪种方案？只有22%的学生选择了方案C，而78%的学生选择

了方案D。然而方案C和方案A是等价的（400人死亡相当于200人生还

——两种情况下都是200人活着，400人死亡），方案D和方案B是等价

的。这又是一个包含确定事件和不确定前景的选择情境，仅仅因为概

念框架不同而受到了人们不同的对待。由于描述方式的不同，使人们

对方案的选择出现了高达50%的差异。

同样，我们通过12.1的公式看一下预期理论的计算：

V选项A = Π i1.00（v+$200）= 105.90

V选项B = Π i0.33（v+$600）+ Π i0.67（v0）= 96.96

V选项C = Π i1.00（v-$400）= -438.53

V选项D = Π i0.33（v0）+ Π i0.67（v-$600）= -349.55

计算结果预测，人们在第一对选项中会选择方案A——它的总（收

益）价值比方案B的大——但在第二对方案中会选择选项D，因为它的

损失比方案C小。

心理学家已经发现，框架效应在生死攸关的事件中尤其强烈。为

什么呢？因为最先拯救的生命最重要，最先丧失的生命也一样。所

以，当同一问题从拯救生命的角度阐述时决策者会表现出风险规避的



倾向，当从生命丧失的角度阐述时决策者会表现出风险寻求的倾向。

然而，丧失的生命和拯救的生命加在一起必然等于面临死亡危险的人

数，因此，两者是互相矛盾的。

事实上，拯救生命和生命丧失之间的矛盾比这些不一致的反应所

揭示出的矛盾更深。Fischhoff、Lichtenstein和Slovic等研究者不仅

让人们去做这样假设性的选择，还要求他们阐述与不同原因致死有关

的一般策略。在一项经典研究中，妇女选举联盟的成员既需要做出选

择，又要表明她们的价值观。和之前一致的是，当问题从拯救生命的

角度来描述的话，她们选择规避风险。然而，当要求她们描述社会上

很多人失去生命这件事情的严重性时，她们一致表示，事态严重性程

度随着死亡人数的增加而加速。所以，严重的空难比死亡人数只有一

半的小空难严重两倍还多（可能这个小空难对社会所造成的破坏性不

到大空难的一半）。在更极端的情况下，可能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

会同意，造成8000万人死伤的核袭击比造成4000万人死伤的核袭击严

重两倍还多。再极端些，造成地球上全部人死亡的核战争，比造成一

半人死亡的核战争严重两倍还多。

对生命丧失的加速递增忧虑与对拯救生命的风险规避是不一致

的。例如，如果600人死亡比200人死亡严重3倍还多，就不应该选择确

定救活200人，而应该选择1/3的机会救活所有的这600人。然而，当选

择情境从拯救生命的角度来表述时，人们一贯性地表现出风险规避的

倾向。

同样，孩子不在身边时分开乘坐不同飞机的夫妻，也表现出对可

能死亡的加速递增忧虑。这种分开乘坐飞机的做法减小了他们同时死

亡的可能性，然而同时增加了至少一人遇难的可能性，因为两架飞机

中一架失事的概率大于单独一架飞机失事的概率。正如章节11.5严密

的论述，根据von Neumann和Morgenstern的理论，分开飞行的选择表



明，两个人都死亡的潜在负效用比其中一个死亡的负效用严重两倍还

多。

律师在法庭上讨论被告对原告的赔偿问题时，会故意操控问题表

述的框架。被告律师将赔偿看成一种收益：“被告应该支付给原告多

少钱？”相反，原告律师喜欢损失框架：“你们应该赔偿多少钱来弥

补我当事人受到的伤害？”

框架仅仅是言语上的花招吗？答案是否定的。这里有两个原因。

首先，框架效应可以用一些简单的心理学原理来解释；它们在复杂有

效的心理学概念网络中是有意义的。第二，当做出矛盾选择的人们被

指其选择不一致时，他们仍然坚持原来的选择。例如，Scott

B.Lewis（尚未发表的研究）将6对曾经被用来证明框架效应的问题呈

现给大学生被试（虽然在每对问题中至少有两个干扰提法）。被试仍

然表现出刚刚我们讨论过的不一致性：当选项被描述为收益时，他们

是风险规避的，当选项被描述为损失时，他们是风险寻求的。（Lewis

的被试所做出的矛盾的选择中，有75%的选择在收益时与风险规避相一

致，在损失时与风险寻求相一致。）Lewis向被试指出了这些不一致的

选择，几乎所有的被试都认识到他们的选择实际上是不一致的。当给

机会让这些被试更改自己的选择以达到一致性的时候，他们改变其选

择的次数只有一半。而且，当将逻辑上相同的新问题再次呈现给他们

时，不一致的比例仅从52%下降到47%。

道斯 和他的同事（Hawkins，Dawes，& Johnson，1987）重复验

证了这样的结果。例如，他们发现，超过一半的被试在生存-死亡的问

题中表现出不一致性，而且被试数量相当于Lewis实验的4倍。更重要

的是，不一致的程度在被试内（单个被试在5分钟之内回答从两个不同

角度描述的同一问题）和被试间的设计中是一样高的。尽管语言上的

计谋被识破后会失去效力，但框架效应却是持久的。



人们会购买保险。为什么？最简单的解释在于人们如何构架购买

保险的框架。当考虑保险的时候，人们不再将他们的现有财产看成中

性的，而是将其看作大于0的正收益（优秀的保险销售员会鼓励人们的

这种看法）；所以，人们愿意用小的财产损失去避免破产的风险。这

再一次表明，总额为正的赌博的期望效用总是小于用金钱来衡量的期

望数量。但事实上，单单从金钱角度来描述时，个人在买保险时应该

意识到自己会损失，毕竟，保险公司是赚钱的。

现在来看另外一个问题，人们不愿意佩带安全带，除非州立或联

邦法律强制规定。根据预期理论，人们倾向于将他们的现状设定为参

照点。从价值函数可知，小的收益是很重要的。人们认为不佩戴安全

带会在舒适感上产生较小的收益。另一方面，由于价值函数对于负结

果所呈现的递减特征，一个灾难性的交通事故所带来的客观结果被低

估了。所以，从预期理论的角度来看，不佩戴安全带是一种合理的行

为。

更进一步讲，人们的决策会因为参照水平的改变而改变。正如

Norman Gutkin所指出的那样（和道斯的个人交流），如果人们的现状

较为舒适，也许人们愿意佩戴安全带。如果宣传佩戴安全带不是从强

调交通事故带来的恐怖结果入手，而是去强调人们在驾驶之前是多么

幸福的话，宣传效果可能会更好些。这样的话，人们会将佩戴安全带

看成是一种保险——保证他们继续处于幸福的状态。Gutkin建议，提

倡人们佩戴安全带的广告不应该强调严重交通事故所产生的恐怖结

果，而是应该呈现一对年轻富有的夫妻，用以提醒他们，不应该因一

个本可以避免的伤害而失去其快乐的生命。

鉴于我们对于确定性损失的规避倾向，保险推销员必须很小心地

组织言辞。如我们的一位大学同事指出的，低额保险费的广告语如果

以“减少你的损失”开头，那么保险很可能卖不出去。我们推测，至



少有一些人购买保险部分地因为她们想象自己对于保险公司来说是

“小的赢家”；如果灾难真的发生了，相比于那家保险公司，他们就

赢得了一个低赌注、小概率、大回报的赌博。他们完全意识到这种赌

博是负收益的，并通过考虑可能发生的事情来保持心态的平和：“如

果飞机坠毁，至少我的孩子们可以依靠保险收益来读完大学。”根据

预期理论，在完全知道期望为负的情况下，对可能结果的相同预期可

以解释人们购买彩票的动机。

当然，有时候保险会带来收益。Reuven Brenner（个人交流）提

到，从相对财富而不是绝对财富的角度来看的话，购买保险和彩票的

行为是可以解释的，因为一个人可以通过花费很少的保险费或者彩票

费而使自己相对于其他人的财富值保持不变。Brenner写道：

他们（人们）为了同样的原因购买彩票和保险：在这两种情况下，个体都期望损失相

对少一些，不管是彩票价钱还是保险费。但这些小钱值得花费，因为这是唯一能够使他们保

持或改变其在财产分布中的相对位置的一种方法。所以人们会为了变得更富有，或者为了改

变他们在财产分布中的相对位置而赌博，同样他们也会为了避免自己变穷而买保险。

12.3 损失规避

损失规避的基本概念在直觉上具有吸引力，也得到实验的支持。

或许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自禀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一旦人

们拥有一个物品，甚至是一分钟，他们就表现得好像“失去这个东西

比不拥有时得到它更重要”。Richard Thaler给班上的一半学生发了

咖啡马克杯；要求另一半学生出价去买这些马克杯（例如，

Kahneman，Knetsch，& Thaler，1991）。那些拥有马克杯的学生所赋

予马克杯的价值和那些不拥有马克杯的学生所赋予马克杯的价值有实

质上的差异。拥有马克杯的学生所定的卖价比不拥有者给出的买价高

很多。他的实验结果在各种物品和各种方法上都得到了验证，获得了

一致的结果。这些方法能使估价更精确、更真实。



这一简单的禀赋效应引出了几个更进一步的结果，能让我们更好

地理解认知和情感在估价过程中的作用。Elke Weber和 Eric

Johnson（2008）和他的同事们认为，首先想到的究竟是目标物品的价

值还是金钱的价值在这一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他们假设，当一个

人面对放弃一个拥有物（以一定的价钱）时，他会自然地将他的注意

集中在这个物品的用处上。所以，当要求被试出卖她的马克杯时，她

会关注这个马克杯的（潜在）用处。反过来，当要求被试购买这个马

克杯时，他的注意关注在金钱的其他用处上。在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实

验中，Johnson、Gerald Haubl和Anat Keinan（2007）的结果显示，

买者和卖者在交易中关注的方面极为不同，当双方的想法被实验操控

时，他们的估价会按照研究者的预测发生系统的改变。Johnson 和

Weber对于估价过程给出了一个普遍的认知解释，称为质询理论

（query theory），指消费者的想法会随着针对其记忆的内在或外在

的“质询”而改变，从而导致产品或者其他消费物品的价值在心中发

生改变。

Jennifer Lerner和她的同事（Lerner，Small，& Loewenstein，

2004 ）认为，另一个因素——附带的情绪状态（ incidental

emotional state）——改变了禀赋效应任务中买者和卖者的偏好。

Lerner给一些被试一套荧光笔，不给另外一些被试，然后让他们估计

卖价和买价。（实际上，出自方法学上的考虑，她评估了两个指标：

卖价和选择；呈现一系列变化的价钱，让被试选择是得到钱还是继续

保留笔。）但在估计偏好之前，她通过向大学生呈现电影片段，将他

们引入或悲伤或厌恶或中性的情绪状态之中（采用电影《舐犊情深》

中男孩和他死去父亲的悲伤场景引发大学生的悲伤情绪，采用电影

《猜火车》中厕所恶心的场景引发厌恶情绪，或者采用鱼在珊瑚礁旁

游泳的中性场景引发中性情绪）。和中性情绪相比，悲伤的情绪显著

地增加了买价，厌恶的情绪显著地降低了卖价。随后的研究进一步证

实了悲伤情绪对愿意购买商品价格的影响，称为“悲伤不吝啬效应



（misery is not miserly effect）”。（Cryder，Lerner，Gross，

& Dahl，2008）

Lerner 用 情 绪 评 价 理 论 框 架 （ emotion appraisal theory

framework）解释这些结果（Ellsworth & Scherer，2002）。这个理

论的要点在于，当个体处于某种情绪状态时，这种情绪会激活某种行

为倾向。所以，悲伤的时候，个体可能试图去改变他（她）的处境

（所以愿意对一个物品多支付一些金钱来“改变这种处境”），厌恶

的时候，一个人想要“驱逐”物体，所以愿意出让的价钱比较低（详

解见Han，Lerner，& Keltner，2007）。

这些理论解释和有关情绪状态的研究并没有降低禀赋效应作为损

失规避原理存在证据的重要性。它们的重要性在于能为我们理解禀赋

效应的认知-情绪机制以及产生这种效应的条件提供新视角。

损失规避的非对称性在市场领域非常重要，因为它能够预测卖家

确实会对销售物品赋予比买家更大的价值。禀赋效应一定是某些市场

低效率交易从而导致运转失常的部分原因。但这种解释存在的问题

是，买价和卖价之间的差异还可能有其他原因。很明显，如果你是一

个可能的买者（比如拍卖），出价低一点儿在策略上是明智的，如果

你是一个卖者，定价高一点也是明智的。我们都希望双方能够协商，

不想由于出价太高或者卖的太便宜而损失利益。这就是为什么有控制

的实验之所以重要的原因所在，因为这样可以消除可能的解释，或者

在复杂的情境中慎重地考虑不同的因果因素。

损失规避现象也有包含不确定结果的版本。另外一个例子来自

Richard Thaler的研究。被试面对的问题是，如果让他们暴露在一个

病毒下，这种暴露将使他们患上不治之症的概率从0增加到0.001，得

到多少钱他们才愿意这样做。典型的回答是10 000美元。另外一些被

试被要求想象他们已经携带了这种病毒，然后问他们愿意为疫苗支付



多少钱从而将实际感染此疾病的概率从0.001减少到0。他们为这种疫

苗的出价是200美元。从价值单位的角度来说，从0到0.001和从0.001

到0的距离是不相等的。

损失规避还有更微妙的含义吗？大多数的例子都是来自金钱领域

（同样归功于Richard Thaler；更多金钱的悖论和预期理论的解释见

Barberis & Thaler，2003）。为什么存在那么多的市场“棘手问题”

（用经济术语称为低效率）？因为它们“调停得太慢”，以至于只能

容纳很少的交易？这其中可以肯定的一部分原因是，在买者愿意支付

的最高价格和卖者愿意接受的最低价格之间存在心理学上的差异；对

于某个物品来说，人们在拥有时会比拥有前赋予其更大的价值。这种

现象，即卖者愿意接受的最低价格和买者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之间惊

人的差异，在很多真实和虚拟的市场中都有体现。

在很多大学，教师可以支配退休金的投资方式。简单来说，他们

可以将退休金用于相对不稳定的股票投资，也可用于相对稳定的债券

投资。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数据来自投资习惯的实验室和现场研

究），人们喜欢稳定的债券投资，而不喜欢不稳定的股票投资。

Thaler（Barberis & Thaler，1993）将这种现象称为短视性损失规避

（myopic loss aversion），因为根据研究，从长远来看不稳定的股

票投资是非常有利可图的。他解释说，股票投资中那种类似过山车上

下浮动的体验非常令人厌烦。股票价格每次上升时感觉很好，但每次

下降时也会更痛苦，因为价值函数的损失部分比收益部分更陡峭

（2.25倍），价格浮动的越多，痛苦也就比快乐越多。虽然Thaler提

供了股票、短期国库券以及债券市场投资中具有说服力的回报值，但

在现实世界中，要想证明保守投资不如股票投资是困难的。能肯定的

是，学术界历来对退休金的研究结果都支持他的观点，即人们更少选

择不稳定的投资。但是Thaler也进行了控制实验，实验条件的差异仅

仅在于投资当前价值的报告频率（模拟了债券投资或者股票投资的行



为）。当报告频繁时（类似于年度报表），人们偏爱保守的、稳定的

债券投资，将他们大部分的资金用于债券投资。当报告不频繁时（类

似于30年的总结报告），他们将90%的资金用于高回报但不稳定的股票

投资。

12.4 展望未来

预期理论是关于风险决策的最好的综合性描述理论。该理论总结

了几个世纪以来人类决策行为方面有价值的研究。此外，它还为理解

人们在实验室和真实世界中的决策行为提供了一种无与伦比的崭新视

角。这个理论让我们认识到很多非理性的反常行为，并将这些行为和

经典的规范性（理性）机制联系起来。另外，它将很多反常行为归因

于基本的心理过程。但预期理论并不是完美的，还有一些它不能预测

或者解释的现象，例如，我们在章节4.2描述的偏好反转：当向个体提

供单次赌博机会时，人们对于那些有更多金钱回报的赌博赋予更高的

价值，但是，在比较一对赌博时，人们倾向于偏爱那个有更高可能性

赢得少量钱的赌博。所以，他们的偏好顺序是他们出价高低的反转，

这与经典的效用理论以及预期理论都是矛盾的。

用信息搜索、决策成本这些影响决策的因素来解释理性决策规则

下的反常行为时，这些行为虽然是可以理解的，但当用其他因素，比

如依赖于偶然事件上的框架来解释这些行为时，则显得有些武断。研

究这些反常行为会使人对“历史进程”（不管是个人的还是社会的）

产生一种不舒服的感觉，这种感觉并不会因为决策在技术如此发达的

世界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而有所减少。不管是在临床领域还是在现实

生活中，框架和其他决策过程的不规则性或许可以部分地解释人类决

策行为的不可预测性。人们每天都面对选择，这些选择会产生重要的

结果（即使一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选择，比如，是否要参加聚会，也



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因为在这个聚会上你可能遇到对你生活有重大影

响的人）。至于选择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不是受到

考量结果的影响，比如受情境效应和框架效应影响，则完全是主观任

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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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下一个是什么？判断与
决策研究的新方向

我们很难做出预测，尤其是对于未来。

——尤吉·贝拉（Yogi Berra，1925~），美国著名的棒球运动员、总教练

在预测某个活跃科学领域的未来进程方面，我们可没有太多的自

信。但是，如果我们能通过自己的评估，对当前趋势的重要性和开放

性做出权衡，而不是坚持“假如现在我们已经做了许多，那么明天我

们将做得更多”之类呆板的规划，那我们应该可以做得更好。正由于

此点，我们在本书中提到了几个新兴的研究方向，我们认为这些方向

在今后的十多年里将产出许多重要的成果。但我们也应记住，尖端前

沿的研究中同样也会夹杂着许多引起误解的、错误的结果，因为我们

常常没法辨别某种发现是否可靠，除非它经过了反复验证。正如俗语

所说，科学的先锋总是沿着许多小巷摸索前行，直到证实前方确实是

个死胡同。

那么，行为决策科学的下一个方向是什么？首要的一种趋势是探

索判断与决策行为的神经基础，这是认知神经科学的一个分支领域，

有时被称为神经经济学（neuroeconomics）。尽管具体的课题还不确

定，但这种趋向是必然的。将决策过程与在大脑内部揭示认知因果关

系的分析层面结合起来，这项工作肯定能有所作为。第二种趋势是探

索情绪在判断与决策中的作用。神经科学的研究加深了我们对情绪过

程本质的理解，有力地推动了该主题的发展。在本书的前面章节里，

我们列举了一些与该主题相关的有趣发现（如，判断中情绪依赖的可

得性效应，以及作为基本价值来源的一些情绪）。第三种趋势是动态



决策过程的新兴前沿领域的发展。此领域主要是因应一些动态决策任

务（如爱荷华赌博任务）的流行而开创，在这类任务中，被试需要做

出许多次选择，并且要从经验中提取与概率和结果相关的信息。在

1990年以前，就出现了一些动态决策任务，要求被试在一段时间内进

行多次决策，且每个决策都取决于其他决策。但是直到Antonio

Damasio和他的同事引用了一种赌博任务（即爱荷华赌博任务，任务

中，被试需要在四副正面朝下的扑克牌中进行100次选择，每次实验赢

钱和输钱的数量均有不相同），动态决策任务才在研究领域流行起

来。下面我们依次来看这三个互相联系的研究方向。

13.1 决策的神经科学

在所有的科学领域，将科学现象从一个分析层面还原到一个较为

基础的层面是一种突破性的成就，这个较为基础的层面可以将两个层

面的理论和事实联系起来。在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等许多领域中，

这种突破已经实现，但是在行为科学领域，却才刚开始不久。心理学

中视觉和听觉的相关领域就是典型的例子，如今要想在这两个领域进

行富有成效的行为研究，扎实的感觉神经科学背景是必不可少的。这

一将不同分析层面和科学领域相结合的事业，如今被贴上了“融通”

（consilience）的标签，融通一词最早由科学家、哲学家威廉·休厄

尔发明使用（他同样被认为是“科学”一词的发明者），当代著名生

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则在一本以“融通”为题的书中将该词大众化

[1]。我们认为，识别不同分析层面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科

学进步。

在认知心理学领域，我们完全有理由期望，同时采用多个层面的

分析方法可以解决在一个分析层面上看起来很棘手的问题。这可能意

味着，由于一个问题受到另一个视角（如神经、生物层面）的攻击，



先前投入到该层面（如行为层面）的资源被转移了，从而引起了一些

传统研究者的焦虑。比如，现在典型的对决策过程进行的神经科学研

究依赖于确立已久的方法、结果和理论模型，这些方法巩固了该领域

行为层面的研究结果，但与此同时，神经科学也产生了另外一些突破

性的研究成果。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忽视神经科学在这些研究中的贡

献，那么行为层面就没有什么新进展。此外，行为神经科学吸引了大

量行为学研究前沿的研究经费、科学家和学生们。也就是说，全面的

决策神经科学的发展将会与行为学的前沿领域竞争资源。但我们认为

这些都不是问题，因为行为学现象和生物学基础结合起来的最终结果

是好的。而且，正如视觉和听觉领域的研究一样，这两个层面最后会

相互交融，实现真正的“融通”。

脑成像技术的出现是最近行为神经科学研究激增的主要推动力，

这些技术通过测量流向不同激活区域的神经元的血流量，使得研究者

可以“功能性地”识别大脑的活动。在我们撰写本书之时，功能性磁

共振成像技术（fMRI）是当下最流行的脑成像技术，它主要测量感兴

趣区域（ROIs）中的血氧含量水平（BOLD），其立体成像的空间分辨

率为3毫米× 3毫米，时间分辨率约为2秒。脑电图技术（EEG）是当前

用于人类研究的另一种流行技术，它测量的是头皮上的脑电活动，时

间分辨率更为精确，但空间分辨率比较差。类似的研究手段也被用于

研究非人类被试，通过外科手术将微电极植入活体动物的神经元，以

记录其大脑内部的电活动，此项技术能够提供更加精确的时间定位和

空间定位。

现在的研究工具和方法正以非常迅猛的速度发展，变得更为精密

和复杂。因此，在您阅读本书的时候，我们所写的或许已经有点过时

了。客观地说，当前大多数的研究旨在对一些明确界定的认知过程涉

及的脑区进行功能定位，这些脑区似乎“计算”了这些过程。关于决

策的脑机制的一些结论似乎已经得到了很好的确认。对赌博或消费产



品进行仔细思考的认知过程通常涉及背外侧前额叶（位于颞叶后部的

临近脑区）的激活，该脑区普遍被认为与工作记忆密切相关（图

13.1）。对享乐消费经验、痛苦经验和金钱的评价过程则主要与负责

动机的脑区激活相联系，这个脑区有时被称为边缘系统，包括如纹状

体（包括伏隔核）、杏仁核和脑岛等。眶额叶皮层（位于眼窝后上部

的脑区）则似乎在整合认知情境信息和情绪评价中起着独特的作用。

虽然关于决策的神经加工系统或“大脑环路”的一些结论很大程度上

是基于推论的，但大脑的解剖学特征与这种解释是一致的，即眶额叶

皮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交换机”，它连接着认知系统（前额叶）和

动机系统（边缘系统）。

图13.1　与决策过程中涉及的认知功能相关的主要脑区

目前，许多实验室正试图对大脑中的各种计算功能进行定位，这

些功能可能是效用计算或预期理论中价值概括的基础。从20世纪80年

代开始，William Newsome就开始训练猴子辨别朝不同方向（从上到

下、从左到右）运动的圆点（Sugrue，Corrado，& Newsome，



2005）。这种任务与我们介绍过的在人类实验研究中的赌博选择任务

相类似，猴子如果选择对了圆点运动的方向，就能得到一口果汁的奖

励。在实验的每个试次中，猴子在两个不确定的预期结果间进行选

择，它们从经验中学习获得奖赏（即果汁）的概率，而决策的结果决

定了它们是否得到奖励。

Newsome及其同事在猴子大脑的侧顶内沟和上丘区域发现了预期中

系统性的神经元激活。就在猴子通过眼球运动表明其决策的数毫秒之

前，位于这些脑区的神经元放电频率明显增强。本质上来说，这些研

究者对其实验对象大脑内的“概率计”（probability meters）进行

了定位。这种方法中有两个条件值得我们关注：首先，实验结果是通

过分布在常规试次中的一些测试试次获得的，在测试试次中，圆点的

运动方向是随机的。因此，在那些“随机试次”中，刺激与猴子决策

的结果是不相关的，从而证实了猴子特定脑区的神经元活动反映的是

真实的决策过程，而不是简单的感觉运动过程。其次，相关的神经元

既不位于神经环路中负责早期视知觉的部位，也不位于环路中掌管运

动控制的部位，它们恰恰位于连接知觉系统和运动系统的中间部位。

最重要的是，对这些部位的神经元进行电刺激会导致猴子的决策出现

偏差（Salzman，Britten，& Newsome，1990），这也就证明了这些结

构在决策中的决定作用。

研究者也试图探究大脑是如何对奖赏价值进行编码的。有些人认

为，中脑多巴胺系统可能在其中起重要作用。再一次，研究者发现，

在奖赏的预期中，奖赏的概率和数量与神经活动存在线性关系，表明

这些脑区起着“价值计”（value meters）的作用（图13.2）。

以人类为被试的类似研究已经采用神经影像学的方法来寻找与不

确定性和效用计算相关的神经机制。一些研究发现，伏隔核的激活与

对于金钱获得的预期有关（Knutson & Peterson，2005）。但也有研



究发现，在预期的金钱获得和损失的过程中，伏隔核与杏仁核均被激

活（Breiter，Aharon，Kahneman，Dale，& Shizgal，2001）。一个

特别有趣的结果表明，大脑对获得或损失的相对数量敏感，而不是对

绝对数量敏感，这与预期理论的假设一致。这项研究的关键在于对三

种彩票进行的比较，这三种彩票均有1/3的概率出现0美元的结果（表

面上看来，这是一种中立的零数量）。赌博采取了基本彩票的变式：

三种彩票均有1/3的概率赢得0美元，此外，第一种彩票有可能赢得10

美元或2.5美元、第二种彩票有可能赢得2.5美元或损失1.5美元、第三

种彩票有可能损失2.5美元或6美元。研究发现，大脑杏仁核在接受0美

元时的反应究竟是积极还是消极，取决于“可能还会发生什么”。当

另一个可能的结果好于0美元时，大脑记录为“失望”，而当获得0美

元是三种可能结果中最好的时，大脑记录为“高兴”。因此，以上研

究证据都共同表明，大脑会如预期理论描述的那样进行效用计算。

Paul Glimcher也一直在寻找像主观期望效用公式所描述的效用计

算背后的神经机制。在Glimcher的实验中，一只猴子学会追踪一个颜

色信号的运动，并随之向左或向右转动眼睛，然后奖励一口果汁。在

实验中，猴子获得果汁的概率以及获得果汁的数量系统地发生变化。

单细胞记录显示，在结果出现之前，同样是在侧顶区内皮层，其中的

单个神经会对概率和奖赏数量在一定范围内的变化进行追踪（Platt &

Glimcher，1999）。



图13.2　Wolfram Schultz实验室的结果显示，预期的奖赏数量、奖赏概率与恒河

猴腹侧中脑区域的多巴胺神经元活动之间存在简单关系。

资料来源：Based on Fiorillo, Tobler, & Schultz, 2003; Figures 2E, 4A.

最近的一项关于人类大脑对传统赌博刺激进行反应的研究堪称典

范，让我们来好好看一看。该项研究是由加州理工大学Colin Camerer

实验室完成的。研究者们对大脑是否能辨别明确的概率和模糊的不确

定性很感兴趣，这个问题在Daniel Ellsberg的研究中被清晰地表述为

风险与模糊的辨别问题（参见章节11.4）。这个问题特别适合使用神

经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因为模糊的概念很抽象，而关于其心理本

质，目前有几种不同的认知解释。一些人认为，模糊是心理不确定性

的一种形式，它区别于简单的风险（即明确的概率），并且模糊规避

也与风险规避有别，它们的发生是彼此独立的。另一些人认为，模糊

是悲观主义的一种表现，因为“如果我不知道确切的概率，那这种概

率有可能不利于我”。还有一些人认为，模糊是人际互动中竞争习惯

的泛化，这种习惯是，当你不知道另一方在做什么的时候，最好假设

他比你更有优势或者对你怀有敌意。

Camerer及其同事着手检验大脑是否以不同的方式处理概率风险与

模糊，他们在研究中给被试呈现确定的事件结果和不确定的赌博这两

个选项（我们在这里仅描述整个实验设计的一部分）。下面的三种风

险-模糊比较（包含一个人际情境）作为不确定的赌博呈现给被试，与

此同时，研究者使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fMRI）设备对他们的脑部

进行扫描。

1.一种赌博：有两副构成非常明确的扑克牌，10张红色，10张蓝

色，但是哪张牌会被翻开不确定，玩家选择一种颜色下注；另一种赌

博：只知道这两副牌中一些红色牌和一些蓝色牌混在一起，同样，玩

家同样选择一种颜色下注。



2.一种赌博：结果由纽约市的气温决定（风险）；另一种赌博：

结果由塔吉克斯坦首府杜尚别的气温决定（模糊）。

3.一种赌博：被试与一名不清楚这两副牌构成的对手进行游戏

（风险）；另一种赌博：被试与一名知道其中一副牌中构成的对手进

行游戏（模糊）。

Camerer首先想要解答的问题是大脑对模糊和风险的反应是否不

同。通过Ellsberg的工作，我们已经知道人们对模糊和风险的反应存

在行为上的差异，大多数人强烈地偏好明确的风险预期而非模糊不清

的不确定性。然而，当一个人在风险和模糊之间思忖时，相关脑区的

反应是否存在差异？特定的激活区域是否会给我们提供关于这种反应

的本质的一些线索？Camerer通过比较两种不同情况下大脑的活动记录

回答了这个问题，一种情况是被试在风险赌博和确定事件之间进行思

考选择，另一种情况是被试在模糊赌博和确定事件之间进行思考选

择，确切地说，是“将两种情况下的大脑活动图像相减”。研究发

现，当被试考虑模糊赌博时，大脑两个区域表现出更强的激活，这两

个区域是杏仁核和眶额叶皮层。

目前，这种解释是推论性的，因为我们无法明确知道这些脑区的

功能，以及它们可能执行了哪些操作。进一步说，如果可以将各种认

知或情绪功能指定到特定的脑区，那么这些功能可能涉及多个脑区的

交互作用，神经科学家称之为“回路”。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杏仁

核通常与情绪反应有关，尤其是与诱发恐惧的刺激相联系，如惊恐的

面孔，而眶额叶皮层似乎对整合认知和情绪信息起作用，眶额叶皮层

受损的病人在社交场合中经常行为不当，即使他们知道什么样的行为

才是得体的。相反的，背侧纹状体（包括伏隔核）在被试考虑风险预

期（与模糊预期比较）时更多地被激活，这个区域似乎在预测奖赏尤

其是金钱奖赏时起作用。以上这些解释提示，对待模糊预期，大脑的



反应伴随着一些惊恐和情绪化，而对待风险预期，大脑则是以一种

“深思熟虑”的方式来思考。

在这里我们需要指出上述研究在方法学上的一个重要的巧妙之

处。在这个实验中，被试在考虑确定结果和赌博结果时，大脑的许多

区域都被激活了（事实上，任何人都可以说，只要我们还活着，整个

大脑都是激活的），比较的方法给我们显示了在不同实验条件下大脑

的“相对激活”。此外，数据的分析和解释采用了“p〈0.001”的统

计检验标准，以说明局部区域的大脑激活差异是显著且可信的。这表

明，上面报告的差异是值得解释和探索的，但却并不意味着，纹状体

在被试考虑风险预期时被激活了而在考虑模糊预期时又关闭了。这个

结果仅仅表明，与考虑模糊预期相比，考虑风险预期时纹状体的激活

程度更大，当然该结果还是很重要的。

至此为止，以上介绍的分析告诉了我们一些关于大脑激活差异的

事实。Camerer的研究团队进一步检验了大脑激活与外显的赌博行为之

间的关系。他们让被试在所呈现的赌博中做出选择，并分别计算选择

行为中风险规避（基于如图9.3和图12.1中显示的效用函数）和模糊规

避（基于图12.1中呈现的决策加权函数）的独立行为指标。然后，他

们将所有被试赌博行为的测量指标与功能性核磁共振（fMRI）图像分

析得到的三个感兴趣区域的大脑活动量进行相关分析。行为上的风险

规避（或者模糊规避）是否与特异的纹状体（或者杏仁核和眶额叶）

激活相关呢？答案是肯定的：上述几个感兴趣区域的大脑活动确实与

有关行为相关，这进一步支持了整个分析。

Camerer的结果表明，当对决策的预期结果存在不确定性时，大脑

中有两个系统会做出反应，一个涉及杏仁核和眶额叶皮层，另一个涉

及纹状体。虽然两者都很活跃，但随着不确定性的不断增强而变得模

糊，相对更多的激活会向杏仁核-眶额叶系统转移。此外，由不确定性



引起的这种系统激活的转移在几种情况下均可被观察到，包括简单的

翻牌赌博、缺乏专门知识的情况（例如你的结果依赖于对塔吉克斯坦

气温的判断）、存在一位竞争对手而他具有潜在行动的情况等，这些

结果都提示，上述系统是对一种非常普遍的不确定-模糊的感觉做出反

应。

我们之所以在这里详细介绍这项研究，主要是因为它可以说明当

前决策研究的认知神经科学发展水平。目前，我们看到许多研究者正

在努力对大脑的计算功能进行定位，这里主要指的是那些对不确定性

程度进行系统反应的脑区，我们有时称之为“不确定计”、“价值

计”等等。这些计算功能在决策过程的经济模型（如期望效用理论）

和心理模型（如预期理论）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人们常常选择它

们来进行研究。研究的第一步，测量哪些感兴趣的大脑区域对相关刺

激（如不确定性）的不同水平表现出不同的激活程度。第二步，考察

某个感兴趣区域的大脑活动与有关行为（例如，选择风险赌博或模糊

赌博）的相关性。在Camerer的研究中，第三步是检验不同脑区被激活

的时间进程，以推测不确定性决策是否涉及范围更大的神经加工回

路。最后，Camerer将同样的任务呈现给眶额叶受损伤的神经病人，以

考察他们的行为模式和大脑激活模式是否与这种解释相一致，即，眶

额叶皮层在风险和模糊情况下的选择中起着因果作用，而不仅仅是简

单的相关关系。一个重要的行为观察结果发现，病人对风险和模糊的

选择是没有偏好的，而无脑损伤的被试大多厌恶风险，且更厌恶模

糊。

Camerer的研究只是每年报告的数以百计有助于阐明决策过程机制

的研究之一。他的研究显示了人们对大脑特定部位或区域进行功能定

位所做出的系统性的努力，并期望后来的研究者能将时间分析与空间

分析结合起来，以识别相关的加工回路。该研究还表明，可以通过对

脑损伤病人和无脑伤损被试进行比较，从而得出脑区所具有的因果作



用的结论。这是一个激动人心、快速发展的研究课题。在决策的神经

基础研究中，来自许多学科领域的科学家，包括神经科学、心理学、

经济学和神经生物学，开始从各自不同的视角进行协作，不断涌现的

研究结果数据必然会极大地加深我们对大脑如何实现这种行为的理

解。

13.2 决策中的情绪

情绪一直为认知和决策研究者们所忽略。研究者们长期关注的是

那些强调思考和计算的效用模型和预期理论模型。过去在决策理论

中，情绪常常被看成会干扰主要认知决策过程的一种附加现象。冲动

性的情绪系统有时会妨碍更加有序的理性系统。在对人性进行思索的

历史长河中，情绪系统一直都以一种冲动形象示人。关于这种双重人

性假设有很多生动的比喻。柏拉图用“理性的御者试图控制两匹马

（其中一匹未经训练而充满着野性）”的形象比喻阐述了人性的两面

互相竞争的观点。许多世纪以后，弗洛伊德用“一名骑手试图控制一

匹烈马”的比喻来描述理性、现实的自我与饥渴、充满欲望的本我之

间的关系。一些实用主义的思想者，从牛顿到托马斯·杰弗逊，则将

情况理想化，认为“人们可能且只能是由理性所支配的”

（Jefferson，1905，Vol.8，p.124）。

尽管人类具有非常出色的自我控制能力，但我们一方面声称要自

制、坚持或珍惜，另一方面却又总是行为失误，违背这些意愿

（Rachlin，1989）。我们一时表现得像寓言中谨慎勤勉的蚂蚁，一时

又像懒惰放纵的蚂蚱。测量人们在多大程度上认为即刻的奖赏比延迟

的奖赏更有价值，是研究人们如何解决即刻满足与长期获益之间冲突

的一种方法。在时间折扣效应的实验中，研究者让被试在即刻的结果

和延迟的结果中进行选择，比如，今天获得20美元和一个月后获得20



美元，被试的选择模式可以反映两者对他们而言的相对价值。在这些

研究中，人们表现出一种特定的非理性模式。请你思考如下选择：是

接受现在就可以得到的20美元，还是接受一周后才可以得到的25美

元？大多数人选择今天得到20美元，而且他们的反应几乎都是出自本

能，大概他们此刻已经在享受这20美元的消费了。现在，还是同样数

量的钱，但分别要在5周后和6周后才能得到，即35天后获得20美元和

42天后获得25美元，你又会如何选择呢？在这种情况下，延迟的结果

也变得很容易被大多数人接受，他们选择等待42天后的25美元。这种

偏好反转的模式被称为“动态不一致（dynamic inconsistency）”，

它违背了标准经济学模型强调的一致性——理性模型预测25美元的价

值 会 随 着 时 间 的 推 进 而 下 降 （ 即 时 间 折 扣  [temporal

discounting]）。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偏好发生反转的“分界点”并

不存在，正如我们例子中的20美元和25美元。

对动态不一致现象的一种解释是：当某种结果是即刻发生的时

候，本能的情绪系统会控制我们的行为，选择立即可以获得的满足。

但当这种满足不是即刻可得的时候，冷静理智的理性系统则会使我们

更加明智地做出选择（Thaler &Shefrin，1981）。有许多例子可以表

明，反映在情绪中的一些本能因素（visceral factor），如与药物成

瘾相关的渴求、性唤醒和强烈的饥渴，会驱使人们做出一些恰恰对自

己最不利的行为（e.g.，Loewenstein，1996）。这种解释符合我们的

主观经验，尤其是在我们面对一份丰富可口的餐后甜点、一次性奇遇

或发横财的机会时。它也符合人们在诱惑和谨慎的行动之间进行选择

时，头脑中两种思想在交锋的体验。著名的经济哲学家亚当·斯密因

其在开明利己上的远见卓识而享誉盛名，他的一份自省报告也说明了

这一点：

就在将要行动的时候，他的激情达到了顶峰，但一想起自己所要做的事情，他却迟疑

和动摇了；他感觉到自己正悄悄地突破已有的行为规范，而这是他在冷静的时候坚决不违反

的（p.227）。



尽管“双重系统”的解释与我们的直觉感受非常一致，但它很难

通 过 行 为 数 据 来 检 验 。 McClure 、 Laibson 、 Loewenstein 和

Cohen（2005）尝试将行为学和神经科学相结合的检验方法。在研究

中，他们让被试在即刻的和延迟的金钱奖赏之间做出选择，同时进行

脑部扫描。他们的假设是：当两种选择结果都是延迟奖赏的时候，只

有沉思的大脑皮层系统会被激活，促使被试采取理智谨慎的方案来解

决这种选择困境；而当一种结果是即刻奖赏的时候，情绪-本能系统会

支配他们的选择。

他们的行为结果证实了前面提到的动态不一致现象，当同一对选

择项分别在较近和较远的时间点呈现时，选择偏好便会发生反转。大

脑扫描数据则显示，当被试对即刻奖赏和延迟奖赏进行比较时，腹侧

纹状体、内侧眶额叶、内侧前额叶和后侧扣带回这四个脑区都有不同

程度的激活。当被试凝视即刻选择或者延迟选择的时候，视觉和运动

脑区被激活了（对选择过程而言，这两个脑区可能不太重要），同时

激活的区域还包括：左右双侧顶内区、右侧背外侧前额叶、右侧腹内

侧前额叶以及右侧眶额叶。尽管这种联系并不完美，但它表明，即刻

的选择通常会激活与情绪反应相关的脑区（边缘系统和眶额叶区

域），而与思考推理相关的脑区（额叶和顶叶）在对即刻选择和延迟

选择进行配对比较的时候会被激活（请参考Kable和Glimcher在2007年

研究中的不同解释）。值得注意的是，道德判断和消费者决策的“双

重系统”解释也已经得到类似的差异化激活模式的支持（Greene，

Sommerville，Nystrom，Darley，& Cohen，2001；McClure，Li，

Tomlin，Cypert，Montague，& Montague，2005），当情绪在决策中

起主要作用时，边缘系统和皮层的特定区域就会被激活。

尽管将实验室中对个体决策的研究推广到宏观的经济现象是一个

极大的跳跃，但神经经济学家和行为经济学家们推测，通过记录边缘

系统活动所测量到的情绪反应能解释某些股市异常现象和崩溃



（Akerlof & Shiller，2009）。时间短视可以解释投资者在牛市上的

非理性亢奋、我们乐此不疲地攫取而将巨额的社会债务留给下一代，

以及我们毫不在意今天的污染习惯会给给未来的地球环境造成的影

响。

尽管情绪确实在某些情况下会使得我们违背自己的最大利益，但

研究者的观点也在转变，他们开始关注情绪在行为中扮演的积极而且

有适应性的角色。Robert Zajonc（1980）是这一转变的引领者之一，

他确立了情绪反应在快速评价、趋避行为中的重要作用。他的经典格

言“偏好无需推断”揭示了一个事实，即情绪的唤醒以及基于情绪的

选择通常是无可避免地先于任何有意识的分析。我们所有人都有这种

经历：我们对某些人、某些情境或某些商品会有一种简单的“本能反

应”，但是我们无法对其进行有意识、审慎的解释（有时还会抗拒解

释）。我们或许还曾在向他人讲述一部电影或介绍一本书的时候突然

打住了，因为我们意识到自己完全忘记了其中的内容或者不知道自己

为什么那么喜欢它。Zajonc从这些趣闻轶事中得到启发，引进了一种

实验范式来研究他所谓的“单纯暴露效应”（也可译为曝光效应）。

他的方法是反复地给参与研究的被试呈现一个不熟悉的刺激（汉字、

新异旋律、陌生面孔），然后要求被试对这些刺激项目进行评价。结

果发现，被试对这些项目的偏好随着重复次数的增多而非常稳定地上

升。而更引人注目的是，当这些项目的呈现时间非常短暂以至被试还

没有意识到这些项目的出现，或是一段时间过后，被试忘记了看过的

项目，“单纯暴露”仍然会导致偏好程度的增加。这样看来，认知活

动（如对项目的识别）对偏好（喜欢的程度）来说似乎并不是必要

的。尽管单纯暴露效应仅仅能解释人们对日常事物偏好的很小一部分

（请参见章节5.3，现在人们认为流畅性是单纯暴露效应的主要机

制），但它依然很重要，因为它阐述了一种非常纯粹的偏好形成形

式。



Paul Slovic关于情绪影响风险判断的研究工作开辟了情绪引导快

速评价和引导趋避反应的研究课题。在Slovic（1987）的一项经典研

究中，基于被试对不同社会风险来源相似性的判断，他发现在决定个

体和社会应付出多少努力来应对某种风险时（例如，客观的个人风

险），风险的“个性”可能比理性的思考更为重要。Slovic发现了一

个二维的相似度空间（图13.3）。一个维度是对风险的知道-熟悉度，

指该风险事件是否是高度可见和易于理解的，另一个维度是想到风险

时唤起的恐惧的程度，即该风险事件是否是难以控制、致命且恐怖

的。他的结果对政府进行风险沟通和管理规划具有重要的影响。这些

结果促使Slovic提出了一种更具一般性的“情绪启发式（affect

heuristic）”，在以一种概念（情绪、流畅性、相似性）取代另一种

概念（危险、频次、概率）的意义上，它与我们在第5章回顾的其他启

发式相类似。Slovic等人（Slovic， Melissa Finucane， Ellen

Peters，& Donald MacGregor，2007）在实验中操纵与某种技术（如

核能）的潜在风险相关的情绪，然后观察这些积极或消极的情绪是否

会转移到该技术未提及的方面，例如该技术可能带来的诸多效益。结

果发现，这种情绪反转效应也发生了：与效益相联系的情绪代替了缺

失的信息，从而影响风险判断。



图13.3　此图呈现了人们对那些引起社会严重关注的危险事件和事物进行判断的一

个多维度评定分析的结果。从分析中得到了两个维度，表示人们对具有不同“个

性”的各种危险事件的反应可以概括成对事件熟悉度和事件恐怖度的认识。

George等人（George Laewenstein，Chris Hsee，Elke Weber，&

Ned Weloh，2001）进一步扩展了这个研究主题，他们提出一种非因果

论的“风险即情绪”框架，用以描述对威胁性事件的反应模式。这种

“风险即情绪”的假设认为，我们的反应基于特定情境下被快速唤醒

且未经分析的情绪，或是基于分析决策过程的附加情绪体验。在某些

情况下，这种反应模式可能取代经典的理性模型或准理性模型所假设

的对成本-收益的严谨分析。这个假设认为人们情绪性地进行反应，这

就 暗 示 着 更 多 的 认 知 因 素 将 会 被 忽 略 ， 比 如 概 率 。 Yoval

Rottenstreich和Hsee（2001）的一系列研究证实了这种效应。他们对

一对不确定预期结果的情绪状态进行了操控：1%的概率赢得50美元，

或是1%的概率获得“你喜欢的电影明星的一个香吻”。在这些情况

下，65%的被试选择香吻。但当研究者将预期结果改成“确定事件”，

即肯定赢得50美元或者肯定获得一个香吻时，只有四分之一的被试选



择香吻。这些结果在获得现金或一次欧洲旅游以及付出现金或体验一

次负性电击等情况下都得到了重复验证。对于这些，研究者们倾向于

解释为人们在思考与情绪唤醒相关的结果时赋予概率的权重很小。情

绪会改变预期理论的决策加权函数（参见图12.2），使中间区域更加

平坦，而两极部分更加陡峭。

目前，探索情绪在决策中作用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情绪特异性反应

这个问题上。我们能否通过简单的一维（好-坏）或二维（好-坏、唤

醒-平静）情绪模型来解释大多数基于情绪的反应（Russell，

1980）？或者在特定的消极情绪（愤怒、恐惧）和积极情绪（愉快、

安详）的反应之间，是否存在有显著的差异？答案似乎已经很明确，

辨别特定情绪引起的行为倾向非常重要（Ellsworth & Scherer，

2003；Lerner & Keltner，2000）。比如，Jennifer Lerner已经证

实，不同的消极情绪（恐惧、愤怒、厌恶）对该情绪状态下决策的影

响存在明确的差异（参见章节9.4）。但是，若要完整、清晰地阐明一

个全面的情绪评估反应理论的细节，我们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特定情绪效应问题背后的一个更基本的科学问题在于，情绪的本

质是什么以及我们如何将情绪与认知过程加以区分。大多数文化都一

致认为，人类行为背后的内在过程具有双重性质，并将其描述为彼此

区别的情绪-认知双系统。问题是这两种系统之间没有清晰的界限，也

没有被广泛接受的操作可以识别其中任意一种系统的作用。神经科学

的方法确实可以帮助区分这两种系统并描述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甚

至可以用更加有效的定义来替换双重系统的概念。我们已经知道，大

脑皮层与边缘系统在解剖学上存在明显的差异。大脑皮层一般被认为

是认知过程产生的主要部位，边缘系统涉及纹状体（包括伏隔核）、

杏仁核、脑岛（皮层和边缘系统间的桥梁）等区域，通常被认为与人

类情绪体验的主观报告以及如老鼠和猫等动物的情绪状态的操纵有

关。但是，目前还没有人能自信地指出情绪过程的神经标记。



13.3 动态决策实验研究方法的兴起

我们目前对决策的理解大多来自于实验中严格控制的行为研究。

在这些独立而界定清晰的不同决策试次中，被试在定义明确的选项间

做出选择，比如对两种赌博、四套出租的公寓进行选择。但在现实生

活中，我们通常不会碰到这样明确定义的选项，并且我们的选择过程

常常会跨越一段时间，甚至可能由多个不同成分的选择情境组成。打

个比方，就像我们要研究人如何通过一个简单的跳跃来跨过溪流，但

现实中人们更像是经过一系列的跳跃，从一块石头跳向另一块石头，

直到顺利渡过溪流。然而一直有少量的研究关注人们在动态的、多成

分的选择任务中的行为表现，大量更为现实可行的研究任务正不断涌

现。

在公开发表的文献中，这种趋势最早可以追溯到爱荷华大学的

Antonio Damasio及其同事，他们研究了脑损伤病人在复杂动态任务中

的表现，并获得了具有重大影响的成果（Bechara，Damasio，

Tranel，& Damasio，1997）。Damasio的研究主要关注眶额叶皮层有

持久损伤的神经病人的行为，其中最著名的病人是菲尼亚斯·盖吉。

盖吉是一名建筑工人，1848年在一次爆炸事故中受伤，一根铁撬棍穿

透了他的大脑前额叶皮层。结果异乎寻常，盖吉看起来似乎没有受到

损伤，一份报纸的头条称之为“神奇的事故”。盖吉在事故发生几个

小时后便可以站立起来，走路不需要帮助，并且他的智力也似乎完好

无损。盖吉的医生约翰·哈洛（1868）对这种近乎奇迹的恢复印象深

刻，他提供了关于盖吉受伤后行为的详细描述。尽管盖吉并没有生理

上的残疾，但他的性格和脾气发生了很大改变，他从先前温和的模范

市民变成了以下所描述的样子：

多变而无礼，有时讲最难听的脏话，而以前的他可不是这样的；他很少尊重同事们，

无法容忍他人的反对意见或建议；有时他非常执拗和顽固，而且反复无常、优柔寡断；他对



未来的行动制定了许多计划，但甚至还没来得及实施就把这些计划放弃了。

用Damasio的话来说，

以前的盖吉知道自己所需要做的一切选择，知道如何不断完善自己……事故发生之

后，他不再尊守社会规范，常违反伦理道德，他做决策从不考虑自己的最佳利益……并且他

从不为自己的将来着想，毫无远见（p.11）。

为了研究像盖吉这样的脑损伤所产生的影响，Damasio与其同事

（Bechara et al.，1997）发明了一种赌博任务，与“选择一种赌

博”任务相比，它能更加现实地模拟日常的风险决策情境。在他们的

爱荷华赌博任务中，被试尝试在一种由四副扑克牌（A、B、C、D）组

成的不确定环境中赢取金钱报酬。被试的目标是通过反复地抽取扑克

牌来赚钱，每张扑克牌都可能带来收益和损失。每个试次中，被试从

其中任意一幅牌中选取一张，牌的背面注有输赢结果，被试需要在总

共100个试次中根据经验弄明白每副牌的收益分布。其中，A和B两副牌

是“不利牌”，两者从长远来看都会产生负的期望值，如果被试经常

从这两副牌中抽取，那他最后将会亏损。C和D两副牌是“有利牌”，

两者从长远来看都会产生正的期望值，因此反复选取这两副牌最终将

会赢钱。

就像在现实生活中一样，起初人们很难明确知道哪一副牌是有利

的而哪一副牌是不利的。特别是，选择不利牌（A、B）中的任何一张

都可以获得100美元，但其中的某些牌也可能带来更大的损失（每10张

牌中有1张或5张，具体根据牌的情况而定），最终每10张牌的净损失

为250美元。选择有利牌（C、D）中的任何一张也可以获得恒定的收

益，但只有50美元。然而，这些牌同时带来的间隔不定的不可预期的

损失也相对更小，最终每选择10张牌的净收益是250美元。值得注意的

是，这个任务的设计就是故意让人困惑的：不利牌中的每一张都有更

高的收益（100美元），而有利牌中的每一张的收益相对较小。图13.4

中简要地呈现了每副牌的组成。



爱荷华赌博研究主要关注眶额叶受损伤的病人与正常的控制组被

试之间的行为差异。Damasio发现（Bechara et al.，1997），所有的

被试最初都为A、B两副牌恒定的较高收益所吸引。但过了一会（大多

是20到40次试验），控制组被试的选择开始从A、B两副牌转为有利的

C、D牌。然而，眶额叶受损伤的病人却持续地选择不利牌。Damasio还

通过记录被试的皮电水平（主要测量手心出汗的情况）追踪了被试在

进行任务时的情绪反应，以考察个体是否会体验到焦虑或紧张。控制

组被试很快就在预期到选择的牌会出现不利结果时产生了皮电反应，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反应发生在他们对这些牌带来的损失表现出明确

的信念之前。似乎是在他们能够确定牌的情况之前，他们的身体就已

经“知道”这些不利牌有问题。但是那些眶额叶受损伤的病人却从来

没有学会避开不利牌，而且他们也没有表现出预期的情绪反应。



图13.4　此图描绘了被试在爱荷华赌博任务中面临的情境。此实验是动态决策任务

新浪潮中的典范，最初受到对正常人和脑损伤个体日常决策行为的神经基础研究的

启发。每个试次，被试从四副牌中随意抽取一张并得到反馈，牌的另一面印有此牌

的赢输结果。

Damasio从这些结果中得出一个大胆的结论，他假设：在复杂的不

确定环境中，正常的适应性决策依赖于作为躯体标记（somatic

markers）的情绪信号，这些信号警示我们重要的事情（好的和坏的）

即将发生。也就是说，躯体标记警告我们有异常的威胁或机遇，或至

少会中断其他正在进行的事情，给我们一个“当心”的信号，提醒我

们重要事情即将发生。在日常的决策中，躯体标记可以帮助我们将大

的选择系列筛减为易于处理的小系列。由于有躯体标记信号对我们的

提示，那些非常糟糕的选择会很快被排除，使我们可以更好地运用有

意识的思维过程对那些至关重要的竞争选项进行推理和判断。与此解

释相一致，眶额叶病人具有这样一个特点，他们会在两个无关紧要的

选择间犹豫上好几个小时，比如，用哪只钢笔来填表、订购带哪种配

料的汉堡等等。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躯体标记假设反复被各种强有力，且通常是

具有关键意义的后续研究证明。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眶

额叶皮层在认知神经系统（额叶皮层）和动机神经系统（边缘系统）

之间起调节作用（参见章节13.1）。Damasio的基本观点看起来是合理

的，它与我们在章节13.2中介绍的Zajonc和Slovic等人的行为发现一

致。当我们认知系统的沉思和控制策略难以做出决策时，它们就会被

更加自动的、内隐的直觉系统取代。这些直觉的、本能水平的决策似

乎是以一种原始的趋避机制为基础，这种机制对期望效用理论中期望

值和概率数值的微妙差异相对不太敏感。

我们想强调爱荷华赌博任务在方法革新上的重要先导作用，它可

能比躯体标记假设对行为决策研究的影响更大。自从爱荷华赌博任务



被引进后，其他的几种动态决策任务也相继出现并且越来越流行。像

爱荷华赌博任务一样，这些任务大多数被用来帮助人们诊断和理解决

策情境中脑损伤或脑功能受损所带来的影响，其他一些则用以更有效

地模拟日常决策。气球模拟风险任务（Lejuez et al.，2002）通过让

被给一个卡通气球充气来诱使他们冒险。被试每充一次气可以获得少

量的钱，这个任务正是以此鼓励被试继续充气。但在某个不确定的时

间点，气球会被充爆，这时被试之前挣得的钱就会全部化为乌有。

Robin Cubitt和Robert Sugden（2001）发明了一种“累计赌博”任

务，让被试打开一系列的盒子以找到被藏起来的报酬，但与气球模拟

风险任务一样，打开某个盒子的次数太多会导致之前赢得的钱全都损

失。钓鱼风险任务（ART）是在一个模拟的钓鱼游戏中让被试对风险选

项和模糊选项进行选择（Pleskac，2008）。Tatsuya Kameda及其同事

们率先使用模拟原始觅食任务来研究适应性的决策习惯（如Hastie &

Kameda，2005）。而Camelia Kuhnen等人开发了一种对股票市场投资

的动态模拟任务，称为行为投资分配策略任务（BIAS）。

尽管判断与决策研究的这一新方向可能看起来仅仅是方法学上的

探索，但我们相信它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到有几种新的研究方向已

经走在了该领域发展的最前端。比如，与传统的单次决策任务中，信

息以陈述性表格数字、文字或图形呈现所产生的不同结果相比，如今

研究者们对动态任务中，关于概率信息如何从经验事件中提取的研究

更感兴趣。这个研究课题实在太新了，甚至还没有报告确定性的结

论，但有线索表明，客观概率和主观概率（如决策权重）之间的关系

有别于经验概率和确定概率之间的关系（Hertwig，Barron，Weber，&

Erev，2004）。对个体在风险态度上的一致性的探索引出了另一类问

题：在传统任务上表现出风险规避或风险寻求的人（即那些常选择不

确定的赌博而不是等价的确定事件的人）是否也会在动态任务中表现

出风险规避或风险寻求？



新的动态任务激发了新的理论模型的发展，以解释多重、动态、

相互依赖的决策。这些新模型将决策过程描述为一系列嵌套的选择，

从一个决策空间“移动”到另一个决策空间或最终决策。与经典的决

策模型（效用理论、预期理论）不同，这些新模型将整体决策过程分

解成不同阶段，甚至可能涉及信息的采集、停止信息获取，然后整合

收集的信息选择行动方案的一些机制。另外，这些动态模型似乎特别

有助于以神经活动的形式来解释决策，作为将行为数据和神经科学数

据联系起来的系统框架，它们越来越受欢迎（e.g.，Busemeyer &

Townsend，1993；P.L.Smith & Ratcliff，2004）。

13.4 我们是否真的知道将走向何方

我们非常确定，在不久的将来，神经科学、情绪和动态决策任务

在决策研究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有趣的是，这些新的研究方

向是彼此联系和互相补充的。神经科学有助于我们理解什么是情绪以

及它的作用是什么，而大脑所做的事情大多数会反映在情绪体验中。

那些与行为有关的动态任务和模型本身可以帮助我们将非实验室的决

策行为与其神经基础联系起来。我们期待，这些发展都会给决策行为

的描述性模型带来改变。对认知和情绪过程背后的生理机制（这也是

当前理论研究的主要课题）有了更深程度的理解，在动态和扩展的环

境（而不是一次性的决策实验）中对行为目标的意义进一步探索之

后，我们对于理性和最优行为概念的理解将很有可能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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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赞美不确定性
教导人们在不确定情境下的生存之道，使人们不至于因犹豫不决而不知所措。

——伯特兰·罗素（1872-1970），

20 世纪英国著名的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当代西方影响最大的学者，曾获

诺贝尔文学奖

14.1 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

人们通常厌恶不确定性。我们的社会花费了数百亿美元用来减少

不确定性，为了减少最后10%的不确定性我们通常付出了荒谬的代价

（Breyer，2006）。最可怕的不确定性来自恐惧，特别是美国前国防

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所说的“未知的未知”（“the unknown

unknowns”）（Slovic，1987）——那些我们毫无概念以至于不知道

如何去系统分析的事物。这些“未知的未知”，包括劫持飞机、恐怖

袭击或者在欧洲发生的灾难性政治事件导致美国市场崩盘。而与之形

成对比的是我们已经系统地将之概念化的事件，如普通的飞机失事和

正常市场中股票价格的每日上下波动。对于极端事件，我们通过总结

本书反复提及的统计模型来管理不确定性。当我们认为某个蓄意的组

织或个体（比如恐怖组织或食人鲨鱼）企图伤害我们时，那些所谓的

“未知的未知”便成为最可怕的事件。（我们认为如果你能采纳第8章

所介绍的“采用外在观点”的建议，你可以更准确地了解到所谓的

“未知的未知”和“已知的未知”；见Makridakis，Hogarth，&

Gaba，2009，其中心理学关于不确定性区分类型引人入胜的讨论。）



应对我们生活中不确定性的一种常见方法是忽视它，或者发明一

种“更高水平的基本原理”来解释它，通常这种原理使不确定性比现

实中的更显而易见。传道书宣称“赛跑未必快者赢，打仗未必强者

胜，面包未必属于智者，财富未必青睐有知识或者有才能的人；只是

时运而已”。这听起来像是为了预期和适应不确定性的告诫。但是这

一观点和《旧约全书》的其他大部分描述相悖，在那些描述里人们通

常会“得到他们应得的”，每一个故事都富含一种道德教训。比如，

当《旧约全书》中的以色列人远离了耶和华而去参拜伪神，或者采用

其他部落异教徒的仪式时，他们就会在战争中落败。而当他们改正了

行为之后，就获胜了。错误的预言者被处死，而真正的预言者虽然一

开始有人身首分离，但是最终仍会获得成功。虽然战争的胜利并不总

是属于强者，但它总是属于道德上占优势的一方；面包一定会属于智

者，财富一定会属于有知识的人，尽管他们一开始或许要承受苦难，

比如约伯。不确性和随机性只是表面上的，而并非真正存在。（需要

承认的是，约伯第一个家庭中的哪些成员会受难；或者除了那些背信

弃义的妓女之外，耶利哥城中的什么人应该接受其宿命，并不是完全

清楚的。）

很多放弃了传统宗教信仰的人在占星学、基督教科学派、塔罗纸

牌，或者不计其数的其他信仰系统里同样表现出对不确定性的恐惧。

他们认为，这些系统是他们急于理解的深层潜在结构的一部分，帮助

他 们 对 生 命 中 的 不 确 定 性 做 出 解 释 。 Fred Ayeroff 和 Bob

Abelson（1976）在大学生中进行了寻找超感官知觉（extrasensory

perception，ESP）能力的研究。在他们严格设计的实验中，并未发现

任何超感官知觉能力的证据，但是他们的确发现了大量关于超感官知

觉的信仰。（宇宙是有结构的，但是它与个人的生活经历相关吗？）

消除我们对生命中不确定性的恐惧和拒绝其存在的必要性是极其困难

的，有些人具有深刻而强烈的理智信仰，认为世界不是按照人的需要

所构建的；然而对这些人而言，当他们的孩子罹患白血病或者年迈的



母亲意外地被偷车少年飙车所撞伤时，也不禁怀疑他们究竟错在哪

里。即使是知识渊博的人也倾向于得出关于随机过程行为的错误概

念，除非他们重新检查并应用在学校里学到的概率理论进行计算（见

第8章和附录）。

我们注意到，人们非常想要弄清楚那些需要他们有所投入的随机

事件（比如，选择彩票或者抽奖），在这些事件里他们似乎具有某些

技巧（参见章节7.2）。甚至在诸如体育和学术测验领域中，虽然Kund

和Nisbett（1986）发现，人们的朴素统计直觉很好，但是人们还是低

估了随机性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尽管人们知道有难以表达的因素，甚

至随机影响也会作用于人们的能力测试。比如，运动员成绩中有百分

之多少的变异可以归于其过去成绩所体现出的技能？Robert

Abelson（1985）询问了专业球迷：联盟的某个主力棒球手在给定的击

球机会里能否击中球？他要求球迷预测球员技术和随机性对结果的相

对贡献。（事实上，他让球迷根据该球员击球的平均数据估计相关系

数的平方或者“可解释变异的比例”，平均数据被认为是最有用的击

球技能的汇总数据。）中位估计数据大约是25%，而真正的答案是约

0.5%。即使在人们意识到随机因素的熟悉领域里，人们还是高估了技

术的效应，约为其实际作用的50倍。就像Abelson指出的，“棒球迷倾

向于将命中率为0.330的击球员视为英雄，他总能通过关键时刻的考

验，而命中率为0.260的击球员是关键时刻的出局者。”（这个例子具

有另外一层重要的含义：在许多场合中，当行为重复多次时，技术上

的微小差别和其他的行为偏见会累加起来。即使是微乎其微的判断偏

差，但当被数百次的职业成就评价、外科手术或刑事判决所放大时，

偏差的影响就蔚为可观了。）

迷信行为的基础是对个体控制力的错觉和一种隐蔽的因果顺序。

当行为的结果既包含技术又包含机遇时，迷信尤其容易产生（比如，

在棒球比赛中击中球），因为人们很容易混淆技术和机遇因素。事实



上，如果我们仅仅通过注意人们的所作所为和随之而来的结果来评价

这些行为，而没有谨慎地从系统性和随机性两个角度操纵行为和观察

结果，并通过统计分析来探索究竟是哪些行为会与成败相关，那么我

们是无法区分随机性和技术成分的。但是，不管是人还是动物都不会

这么做（系统地或随机改变行为），相反，人和动物都明显倾向于采

取“赢——保持，输——转换”的策略，即重复任何在成功前发生的

行为、改变任何在失败前发生的行为（比如，在击球员准备区等待击

球时正好挥拍5次）。这种策略会产生两个逻辑后果：第一，无法评估

成功相对于失败的机会成分；第二，区分适应性行为和迷信行为变得

毫无意义。（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做完X”，紧接着“Y就发生

了”）。我们在章节1.5和2.6中曾经指出，仅仅依赖于过去行为结果

（强化）的决策并不符合理性的标准，因为这些决策没有考虑到可能

的未来结果。

斯金纳的行为主义流派经常鼓吹自己能有效地解释迷信行为

（Skinner，1948；更详细的分析见Staddon & Simmelhag，1971）。

如果他们做出的解释是正确的，那么，这种成功仅仅是由于行为主义

的原则不能区分适应性行为和迷信行为。并且，即使是一只鸽子或老

鼠（甚至是人）具备了专业的统计知识和训练，它们也会在包含斯金

纳箱（操作性条件的房间）的环境下做出迷信行为。在这种环境下，

它们除了压杆或者被禁止压杆外无事可做，并且唯一的环境变量是食

物的出现，一只非常饥饿的动物（在斯金纳的实验中动物的体重一般

是其正常体重的70%）将会在极度的诱惑下采用“赢——保持，输——

转换”的策略，因此，学习从未发生过。并且，问题被实验操纵者故

意强化迷信行为所混淆，从而，进一步模糊了迷信行为和适应性行为

间的区别。

然而，我们通常未能真正理解事件基于概率的本质，这些事件也

许与我们的努力毫不相关。例如，许多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和六



十年代初期进行的心理学实验要求被试估计随机事件的结果，这些随

机事件已有基础期望概率；例如，要求被试预测主试翻开的下一张牌

是红色还是蓝色，在这项任务中70%的牌是蓝色的，但是红色和蓝色牌

的顺序完全随机（每次实验前主试都会把牌打乱）。在这种条件下，

成功可能性最大的策略是每次试验中都预测更常见的事件。例如，如

果70%的牌是蓝色的，那么参与者在每次试验中都预测蓝色将会有70%

的成功率，因而，在该任务中最高成功率就是70%。然而，参与者通常

会采用匹配概率（match probabilition），即根据其在试验中出现的

比例来预测大概率事件的发生。例如，参与者倾向于预测有70%的可能

性出现蓝牌，30%的可能性出现红牌。很明显，他们的准确率和策略无

关，而是与随机概率模型的预测相符。这种策略的成功率为58%，因为

参与者在蓝牌（出现概率是0.7）出现时预测的成功率是70%，而在红

牌 （ 出 现 概 率 是 0.3 ） 出 现 时 预 测 的 成 功 率 是 30% ：

（0.70×0.70）+（0.30×0.30）= 0.58。事实上，参与者预测大概率

事件的出现概率比其实际发生率稍高一些，但是预测其发生率并未接

近于100%，即使他们的实验报酬根据预测准确性来决定也是如此。就

算有1000次的如此反馈，并且参与者被明确地告知只有基本预测概率

是相关的——“顺序是随机的，没有重复模式”，但是参与者不能利

用该信息来发现这是他们不可能预测的一种情境（Tversky &

Edwards，1966，p.680）。显然，人们不能接受实验情境的内在不确

定性，尽管无法领会这一点会导致他们的实验报酬减少。（同样，我

们似乎也无法接受我们罹患癌症或者失去孩子这类事件。）

著名的哲学家和行为研究者Patrick Suppes根据一项未曾发表的

概率匹配实验讲述了一个有教育意义的故事。在他的实验里，告知参

与者每次试验的预测正确率是10%、50%或90%，但是这些正确率是随机

的，与他们的反应无关。当然，这种反馈是带有欺骗性的，因此，没

有人真正学会预测这些事件。最终，在实验结束时，参与者需要回答

在实验过程有什么收获。接受了虚假的90%成功率反馈的参与者的回答



很简短，只描述了简单的规则（也许斯金纳迷信实验中的鸽子如果具

有语言能力，也会这么写）。接受了50%成功率反馈的参与者并没有提

供简单规则，相反，他们提供了复杂的规则，并且提出怎样利用更多

的反馈来改进规则。最后，那些接受了90%失败率（10%成功率）反馈

的参与者仍旧处于游戏状态中，但是他们都成了方法论者。他们说不

出规则，但是如果允许他们继续学习，他们将会找到发现规则的方

法。很少有参与者能够正确地认识到，该任务只是实验者制造的不可

能完成的把戏。在生活中，我们中有多少人会偶然地被分配到90%的成

功条件下，又有多少人会被分配到90%的失败条件下？

当行为的结果具有随机性成分时，我们倾向于认为它似乎也包含

技术成分。在概率匹配实验中，参与者对超出控制范围的纯随机事件

的反应似乎是，认为该结果是具有决定性的（“这里一定具有某种模

式”），Hillel Einhorn（1986）认为，直觉方法和统计方法都能用

于预测和控制。这两种方法最关键的区别在于预测者是否会把随机事

件当成决定性事件。把概率事件当成决定性事件会使概率理论——比

如考虑基础概率的考虑性——变得无关紧要。例如，如果概率匹配实

验中的系列事件具有决定性，那么对于小概率事件的预期既没有违反

归纳法，也不是愚蠢的做法。但是，正是由于同事违反归纳法的判

断，才让Paul Meehl——一位心理分析学家和临床决策领域顶尖的研

究者——质疑他们的推理能力。Paul Meehl在他的文章《为什么我不

参加个案会议》（1973）里曾阐述了这一观点。简而言之，就像在概

率匹配实验里的参与者一样，他的同事们并不认为他们对病人的临床

诊断结果在本质上具有概率性。

Einhorn（1986）进一步认为，统计方法优于临床诊断方法，例如

在章节3.3中，Meehl等人所做的研究证明了这一观点。我们也同意该

观点。即使世界上存在某种潜在的决定性结构，我们并不一定都能完

全了解这些，特别是那些我们最关心的、与日常生活戚戚相关的事



件。即使在实验参与者进行了多达1000次的尝试后，他们还是不能理

解概率匹配实验的概率本质，这表明，拒绝不确定性是一种根深蒂固

的偏见，而不是从经验中进行适应性学习的结果。

将随机事件视为由技术决定的现象是否可以用动机偏见来解释？

例如，我们不能准确预测抛硬币或者击球结果的信念是否威胁到了我

们应对世界的能力？或者我们的认知本身不可避免地与我们的预测和

控制意图相联系，以至于我们对事件（尽管很清楚它是随机的）的判

断被内隐地赋予了可预测性？这些我们仍不得而知。

很显然，在某些环境中缺乏预测性会带来威胁。例如，在1984

年，当陪审团正在权衡新贝德福德（New Bedford）发生的强奸案（关

于一名妇女在酒馆里被暴徒强奸）时，有线新闻网播出了三位“专

家”的访谈。其中一位叫Lee Salk的心理学家认为，这起伤害案最坏

的影响是它破坏了我们的三条信念：我们是优越的，我们是不会受伤

害的，世界是公正的；而这三条信念正是我们应对世界能力的基础。

并且，我们在经历这些案件后，“将需要花费几年时间才能重建这些

信念”。如今，整个美国社会正在努力从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恐怖袭

击的经历复原，这次经历也动摇了上述的三条信念。但是，我们需要

谨记艾克顿公爵在1887年说过的话：“历史既不会补偿受难者，也不

会惩罚犯错者。”

14.2 确定性所带来的快乐错觉

我们不但未能充分领悟我们外在世界的不确定性，同时，还倾向

于幻想我们头脑里的世界是一致的、稳定的和确定的。我们固执地认

定自己的逻辑性强、十分理智和具有一致性，但事实并非如此。本书

对大量诸如此类的傲慢偏见进行了分类；我们甚至重写我们的个人传



记来强化那些早已知道或者“总是这样感觉”的信念。但是本书作者

认为，当我们思考我们将来会得到什么时，我们会有特定的盲点。想

想决策效用（decision utility）（见章节9.1）吧。

虽然关于享乐心理学的研究，特别是和审慎决策相关的研究正处

于早期阶段，但是这些研究已经发现存在相当多的错误和偏见。无需

赘述关于对享乐结果大量不准确的判断（参见章9.1），我们可以对预

测我们的事后决策和经验效用的能力做一些总结：第一，我们最多只

能中等程度地准确预测我们对于未来结果的评价和情绪反应。第二，

结果本身（通常能加速我们的反应）比我们所期望的更难预测和更加

复杂。第三，即使我们可以预测自己对结果的反应，但是这些结果对

我们长期的总幸福（以及特定领域的幸福）只有中等程度的影响，远

远小于我们所认为的那样。至少有两个原因会导致过度估计的误差。

首先，我们知道当人们的预测条件仅仅基于部分有效信息时，人们对

于向平均数回归的趋势是不敏感的。这意味着他们将会选择表面上最

好的选择，希望这些选择平均起来会更好一些，或者坏结果一致地比

人们所担心的结果更好（例子见Harrison & March，1984）。其次，

人们并没有预计到自己的韧性和适应性。我们从伤害和失去中复原的

能力比我们估计的更高，适应好的事情也比我们所认为的更快，Dan

Gilbert（2007）称之为免疫性忽视（immune neglect）。

最后一种观点在关于人们的幸福感和享乐研究中已经被多次证

实。当今最好的幸福理论认为，绝大多数人具有享乐设定点（hedonic

set points）——高兴和抑郁的背景水平，这一水平在个体内部保持

一致，但是在个体之间肯定存在差异（也许是被基因继承或早期经验

所决定，Diener & Biswas-Diener，2008）。当日常事件影响人们的

幸福感时，我们看到他们或喜或悲；但是每一个人最后还是会回归他

们上下波动的起点。影响快乐的大事件（离异、失业、赢得彩票、进

入你青睐的大学）让你情绪波动很大，但是在三个月后（或者至多六



个月），你便会恢复到正常水平。（1999年，David Lykken认为，或

许基因是个体快乐设定点的重要决定因素，就像遗传会决定你的体重

一样。）

这对决策来说有何意义？人们具有错误的、自我夸大的信念，认

为自己可以预测和控制将来的快乐。人们过度关注决策效用，决策时

花费了太多的认知能量来尽力预测未来的幸福。我们并非建议人们在

进行选择时，完全忽视他们想要的或者他们认为自己想要的。但是一

种有效的策略是，当我们评价我们的未来时，需要避免太过关注“我

将有多快乐”这种概括性评价；而是需要预测结果的其他重要属性

（如健康、效率、不同的经历、帮助他人以及财富）和能够减少的负

面属性（如时间和机遇的限制或者有形资产损失的风险）。也许这就

是人们自然而然地采取的策略。在决策时，有多少次你会问自己，

“另一种选择会使我快乐吗？”在这些为数不多的决策中，其中之一

就是离婚，通常，人们的自我描述会是，“我要结束这段婚姻，因为

它使我如此不快乐。”但是，我们通常还是会集中于其他也许更为重

要的属性，这些属性仅仅可能与幸福相关，比如安全、健康、持久、

收入和其他实质性特征。

14.3 拒绝不确定性的代价

当罗宾·道斯接受临床心理学训练时，遇到了一个名叫哈罗德的

病人。在接受临床治疗之前，哈罗德有段不稳定的婚姻，为了他两岁

的儿子，夫妻两人勉强维持婚姻；因为不喜欢现在的工作，他表现很

糟。一天早晨，他被解雇了。当他回到家时，发现警察在那里，他的

妻子已经歇斯底里。原来他的儿子过马路时被车撞死了。安抚好妻子

后，他游荡着去了之前上班的地方，那里离家很近。他走进了一家餐

厅。一位有魅力的女人走近他并请他一起喝杯咖啡。在哈罗德的宗教



信仰中咖啡是明令禁止的。他立刻意识到这个女人想把他从宗教教义

的强迫性固着中解脱出来，也想把他从性的压抑中解放出来。他的老

板已经帮他从不快乐的工作中解脱出来了，那位肇事司机把他从悲惨

的婚姻中解救出来。他突然意识到，所有这些人都属于一个帮助他的

秘密组织！当他把陌生人都视为有着某种密谋的成员时，他最终被送

进医院。他的信念牢不可破，例如，当医护人员反驳他的想法，想把

他从幻觉中拯救出来时，只能看到他心照不宣的微笑。

心理分析师Silvano Arieti（1974）坚持认为，并非是不确定性

（或痛苦）的本质导致了心理疾病，而是个体试图用一种他人不能理

解的方式来理解不确定性造成了“精神病式的洞察力”。当然，不是

所有想减少不确定性的努力都是病态的。组织机构想减少不确定性，

政治决策者也是如此。尽管减少不确定性并非对所有方面来说都是重

要的，但是对于科学来说却很重要。然而，当它变得过分重要时，就

成为一种病态了。这种病态并不仅仅局限于那些被社会贴上心理疾病

标签的人。

例如，瘟疫必定有其产生的原因。十三世纪的一些愚民总结道，

“犹太人正在往井里投毒”。事实上，在我们许多人中，类似的解释

曾反复出现，我们用它来解释经济萧条、学校中的枪击事件或者全球

范围内的艾滋病流行。减少不确定性的努力并不是病态的，这种努力

甚至可以引领我们理解目前正在困扰我们的事情。但是，以我们现有

的知识而言，认为我们现在必须理解那些不可能再减少的不确定性，

这种观点的确是一种病态。（例子见Hammond，1996）

“如果我成功了，那么我就理所当然地接受成功”，这一观念使

成功者变成了傲慢的笨蛋。而“如果我没有成功，一定是我以前做错

了什么事情”，这一观念使人成为抑郁的受虐狂。以Bernard

Weiner（1979）的研究为代表的证据显示，大多数人把成功归因于自



身因素，把失败归因于自己不能控制的因素，比如坏的运气。Chris

Peterson和Martin Seligman（1984）对归因风格的研究显示，抑郁症

患者并不遵循这种模式，而是完全相反。我们的许多同事接下来做了

进一步的推论：“把成功归于自己，把失败归于环境”这一做法从心

理上来讲是健康的——我们应该培养抑郁症患者这种自我夸大但是不

合逻辑的归因方式。当然，所有的结果都可归因为个人和环境因素共

同作用的结合，但是这种结合很难分解，特别对单一结果而言。

多原因多后果的情境，也称为所有的情境，不可避免地充斥了大

量的解释。1989年3月24日，瓦尔迪兹号油轮在布莱暗礁搁浅，泄漏了

4万多吨原油，流入阿拉斯加威廉王子湾。那是美国历史最为严重的原

油泄漏事件。有许多因素可以构建因果关系来解释这一事件：船长查

尔斯·海兹伍德有酗酒史，曾经住院治疗；海岸警卫队最近改变了政

策，但并未提供引航员，反而减少了对航船路线的监控；瓦尔迪兹号

油轮的船员从33人减少到19人；当船触礁时，没有经过认证的第三大

副手正在操纵油船，他承认自己“精神恍惚”，错过了拐弯的指令；

瓦尔迪兹号油轮在工作安排表不合理，船员缺乏睡眠；海兹伍德在那

天下午喝了酒；在正常的油轮航路上有季节性的浮冰，瓦尔迪兹号油

轮改变了路线来躲避它。事实上，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会不可抑制地想

要构建一个连续的因果故事来解释这次灾难。

如果我们试图采用前瞻性研究探寻哪些因素可以预测油轮原油的

泄漏，毋庸置疑，我们可以找出大量的不确定因素。有大量具有这类

征兆的例子，但是它们都没有发生泄漏事件：许多油轮在那晚偏离了

航道；在每年的那个时段，对当时的海洋环境来说，有阿拉斯加浮冰

是正常的；没有认证的副手驾驶油轮很常见。（埃克森公司在法律辩

护时提供了大量的类似例子。）油轮事故发生的基础概率非常低，以

至于不能进行系统概率分析。但是直觉的解释通常导致了高水平的后

见之明。道斯认为，只有通过事先或随后的系统分析，最理想的状况



当然是实验分析，可能建立应用于解释特定事件所需的一般性的因果

规则，这种解释才是可信的。多原因多后果的情境会导致不可靠的原

因追溯。（技术分析的细节超出了本书的范围，有兴趣可参考道斯的

论文《预测未来相对于理解过去：一个基本的不对称》，1993年）我

们持有的建构和叙述因果故事的倾向造成不可避免的副产品，主要表

现为无视自身的无知和低估随机性在生活中的作用。

也许，一些我们现在归为随机性的事件最终都能被预测和控制，

但是从现在的观点来看，它们还是具有随机性的。我们知道，那些极

为不幸的人倾向于相信他们做错了什么而不是偶然性导致了不幸的结

果。偶然性的代价被另外一些人所承受。一些人认为，如果有人贫

穷、流浪街头、沉迷于某种不良嗜好或者生病，在某种程度上，他们

必然做了些什么，才会“罪有应得”。在“罪有应得”面前，帮助是

徒劳的。并且，在追溯记忆偏见的作用下（参见章节6.7），这些受害

者也许也会接受这种判断；如果他们也相信“罪有应得”，这一信念

会在他们回忆自己做错了什么中扮演关键的角色。

对进化中随机性效应的误解会导致惨剧的发生。想想社会达尔文

主义。即便是最坚定的适应主义者，也会坚持认为轻微的基因优势也

会在（基因）生存的斗争中增加成功繁殖的几率，经过多代的繁殖，

将会导致显著的基因变化。然而，就像一些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宣称

的，“个体境遇糟糕意味着其缺乏基因能力”，这一说法邪恶地低估

了随机性在生活中的角色。为什么说它是邪恶的呢？因为这种观点导

致产生了这样的结论：是“自然的方式”让这些人受苦或者死亡，以

便能让好的基因持续繁殖。不确定性的威胁也许仅仅只是导致痛苦，

而拒绝不确定性却是残酷的。

拒绝不确定性的代价太高，以至于这种代价不能被拒绝不确定性

所能带来的任何安全感所补偿；不管对他人还是对自己，相信公正世



界的病态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见Melvin J.Lerner，1980）。人的智慧

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判断哪些是不确定的，也就是能够理解自身

知识的局限性，认识到在很多环境下知识也是具有随机性的。与之相

伴，勇气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无视危险，有一种错误的安全感，例

如，不再相信我们会受伤害或认为我们是优越的，或者世界是公正

的。

然而，一些心理学家却敦促人们培养这些信念——努力培养人们

的信念，使其认为结果可以由个体所控制，因为他们相信这种信念可

以激发人们追求想要的结果，从而使个体做出努力。父母通过奖优罚

劣来使孩子按照期望的方式行事，这种方法的确有效；并且那些没有

意识到他们行为与奖惩结果关系的孩子经常会出现行为问题——或者

至少我们可以通过这种相关性来改善他们的行为。另外，那些相信自

己可以控制奖金的雇员，其工作更有激情和效率。因而有人建议雇主

和主管在组织内建立员工贡献和奖励之间的联系。然而，泛化的模糊

控制却是另外一回事。当我们不再是孩子，可以把“幼稚的把戏放在

一边”时，我们将会理解我们对结果的控制程度依赖于环境的特殊

性。如果错误地以为自己具有控制能力，就会产生前面所讲的不良后

果。然而，一些控制理论家却宣称，对控制的信念，不管是真实的还

是虚幻的，都是心理健康的激励因素。

理性地说，只要我们具有一定的控制能力就足够了，而在多大程

度上可以控制结果并不是很重要。例如，即使在极大的随机成分决定

了实际结果的情况下，不同的选择项目还是会有相同的期望价值排

序。理解《传道书》的智慧绝不会抑制我们去做出最好的选择和尽最

大努力去追求这一结果。认为有必要或是值得去高估我们控制的能

力，这种观点就等同于坚持用儿童或代理人的方式、而并非具备自主

能力的成人的方式去生活。然而，不幸的是，我一些同事把他们的成

年病人当做小孩，并以同样的方式对整个成年群体给出建议。（把成



人当做成人的一些著名例子可以在肯尼迪的某些语录里找到。在一篇

演讲中，他直率地说生活是不公正的，并通过例子指出，在战争期间

有些人战死沙场而有些人安坐办公室。在他被暗杀前著名的演讲中，

他宣称这个占全球6%人口的国家不能控制全球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把

这种控制和国家安全等同起来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

Shelley Taylor（1983）自认为是一个“控制专家”，她认为控

制的信念在应对威胁环境时具有适应性。Taylor介绍了一个患有乳腺

癌妇女的故事。然而，我们的解释正好和Taylor相反，我们认为这是

一个对个人控制程度过度估计的例子：

我访谈过的一个妇女告诉我，在她被诊断出患有乳腺癌后，她认为她可以通过控制饮

食以防止乳腺癌在未来复发。在她做的事情中，其中一件就是通过吃难吃的糊状芦荟来吸收

大量维他命A。一年半后，她得了再生恶性肿瘤。这种情况当然是所有控制专家想准确了解

的：我问她当这件事发生后有什么感觉，她耸了耸肩，说她准备用剩余的时间写篇短篇小

说，她一直想做这件事情。当生活的一个领域失去控制后，她转向了另一个可控的，这是她

的毕生事业。（p.1170）

Taylor没有提供证据来证明，那个想通过虚幻的控制来阻止乳腺

癌复发的病人比那些没有这么做的人活得更好，尽管这篇文章本身暗

示这种控制在心理上是有价值的。然而，可以换一种角度来解释这个

故事——放弃控制的努力是有价值的。那个妇女耸了耸肩显然是承认

她没有控制力。也许，如果耸肩发生在一年半前，那个妇女一年半的

生命将不会浪费在无聊的工作和糊状的芦笋上面，从而从事她极其向

往的事情。

14.4 致不确定性的两声喝彩

想象一种没有不确定性的生活吧。根据希腊诗人及悲剧作家

Aeschylus的说法，希望来自于命运的不确定性；也许希望本质上是盲



目的。想一想，如果职业学校、研究生项目或总裁培训课程录取的评

价变量确实可以精确预测谁会成功和失败，生活将会多么乏味。生活

将不可承受——没有希望，没有挑战。

所以，我们有了悖论。当我们试图努力减少我们和环境的不确定

性时，最终的成功——也就是完全消除了不确定性——将是可怕的。

事实上，艾滋病抗体检查或者根据荷尔蒙以及现有基因分析来预测乳

腺癌复发的这些手段也许已经把我们带到了我们所不愿见到的局面，

而这种局面正是医学漫长发展的结果。想一想你被告知具有必然导致

阿兹海默氏症的基因时你的恐惧。还有比了解到你具有绝症更糟糕的

吗？至少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已经感觉自己生病了。当我们在写

作这本书时，基因测试正迅速发展。在很多情况下，人们选择拒绝接

受关于其基因组成含义的反馈（至少是概率性质的反馈）。（即使是

心理学家Steven Pinker，作者所知的最具有探究意识的人，也表示遗

传基因报告中的某些部分是他不想知道的，比如会导致阿兹海默氏症

的基因型。Pinker，2009。）另一例子是，亨廷顿舞蹈症是由单一显

性基因引发的，即使有些人的父母患有这种病，他们也选择不做是否

具有这种基因的检查——这种基因最终会导致可怕的身体虚弱和不可

逆转的神经退化。

另一方面，有些人的确希望找出这种基因。这个发现（Sieff，

Dawes，& Loewenstein，1999）十分有趣。许多医生和健康职业人士

反对进行亨廷顿舞蹈症的检测，因为之前的这种检查得出的结论是：

要么有很高的概率携带这种基因，要么有很高的概率不携带这种基

因，但是第三种结果也是可能的——检查没有得出确定的结论（现在

的检查不会没有结论性）。他们反对检测的理由是，携带这一基因的

人或许会选择自杀。持反对意见者认为这类人或许可以选择不生孩

子，经过几代后这种疾病会消失。这两种预测都是错误的（Sieff，

Dawes，& Loewenstein，1999）。在那些希望找出结果的人中，没有



结论性的检查结果是最让人失望的。在那些测出他们携带此基因的人

中，就像在章节14.2讨论中所指出的那样，他们适应了坏消息。并

且，他们并未决定不要孩子，他们似乎认为这样做等同于自己没有出

生过（记住，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自杀）。相反，那些收到“不会

携带此基因”的好消息的人并表现出过度兴奋。人们是会适应的。

但是与确定性带来的快乐错觉一致，一项针对被检出艾滋病阳性

或阴性的人群的研究表明，通常，人们会过度估计艾滋病状态消息对

他们的影响。研究者要求被试预测在得知检查结果的五个星期后自己

在标准情绪量表上的得分。在他们知道实际检测结果的五个星期后，

研究者联系这些人（尽最大可能，因为实验是在匿名而非保密的情况

下实施）填写情绪量表。与非常正性和负性的预测情绪相比，这些参

与者实际的情绪更为中性。人们还是适应了。这项研究最主要的发现

是，人们无法预估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具有适应性。（亨廷顿舞蹈症结

果的综述和艾滋病检测结果的报告见Sieff et al.，1999。）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结果只适用于部分人，这部分人表现出清晰

的偏好，想知道是否自己患有将导致极为负面结果的疾病。因为实验

和调查是在一个极度自由的社会里进行的，不能够随机取样和强行获

取个体的医疗状况，所以研究者不能确定关于亨廷顿舞蹈症和艾滋病

状态的研究结果是否可以最大限度地推广到普通人群中，或者仅仅应

用于那些想要发现他们是否具有毁灭性健康状况的人。并且，研究者

也不可能在这些人的取样基础上来决定他们占总体群体的多大比例。

因为调查和实验的参与者是自愿的，这些调查和实验并不能得到希望

知道这些信息的人群有多大比例。当然，我们也可以询问普通人群是

否希望知道测试结果，以作为这些已有研究的补充。但是询问普通人

群这种方式会产生一个问题，把实际行为简单等同于与人们假设他们

将如何行动，这个问题源自人们是否能够很好地预期他们的未来情

绪，事实上，起关键作用的是人们面临实际检查时的情绪反应。



如果我们知道了快乐结果的确定性，那么生活的乐趣将会减少。

知识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减少不确定性。但是，当我们追求这一目标

时，该目标的最终达成将不会是皆大欢喜的。

14.5 与不确定性共存

没有不确定性，世界将没有希望，没有道德，没有选择自由。只

有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是怎样（比如我们确切的死亡时间和方式），我

们才能拥有希望。只有当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选择的未来结果时，我

们才有选择的自由，才会有选择的道德困境。并且，这个世界上有太

多的不确定性，我们最基本的选择就是接受不确定性这一事实，还是

想方设法回避它。那些拒绝不确定性的人试图建构自己的安全世界。

这些人的自然需要是减少不确定性，极端状况是他们根本不相信存在

不确定性。但是，不确定性是理解世界的知识体系的基础。统计学家

对乐观主义者给出的定义是“相信未来是不确定的人”，这一定义已

经不像最初看起来那样具有讽刺意味了。

本书介绍的研究和理论会产生更多的延伸，这些后续研究会为社

会繁荣带来重要贡献，对此我们深信不疑。判断和决策领域积累的科

学知识有许多建设性的经验。我们可以了解到自己在准确判断和理性

决策上能力的重大局限。读者将会从本书提供的大量例子里体会到真

知灼见，从而认识到许多有问题的习惯和潜在的弱点。我们现在有了

很多确实有用的工具来评价、帮助和代替人类决策者。关键在于，即

使在无法给出数学的解决方案来建构和指导决策过程时，我们也应尽

可能应用统计和概率理论。当人们审视自己的决策时，他们能够认识

到偏见和不一致性，并且修正它们。最后，我们建议您尽量把遇到的

判断和决策情境形成系统的外在表征：进行图形化、象征性和分布式

的思考。如果我们自己能够进行分析性的思考，花时间去获取正确的



认知工具，我们就会具有理性思考的能力。但是，就像本杰明·富兰

克林那样，我们并没有告诉你去决策什么，而是告诉你如何做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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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概率论的基本原则

A.1 概率的概念

本书大部分内容所探讨的都是对选择的可能性、概率及其结果进

行评估，所有此类未来的结果都会被看作是不确定的。此外，有实验

证据表明，即便我们相信未来是具有不确定性的，也会低估这种不确

定性。因此，理性决策的关键在于要建设性地处理这种不确定性。非

理性是没有建设性的，至少由非理性得出的结论并不是对世界的真实

反映。因此，概而言之，必须理性地对可能性和概率进行评估。

不确定性常常用概率（probability）或几率（odds）这样的形式

来表达。一个事件发生的几率等于这个事件的概率除以1与这个概率之

差，比如，某事件发生的概率为2/3，1减去2/3等于1/3，因此2/3的概

率就等于2比1的几率，即（2/3）/（1/3）。当且仅当一组概率（或几

率）满足四条广义代数法则时，这组概率才是相容的，否则就是不相

容的。这些极为简单的法则称为概率原则或概率论（probability

theory）。附录将会解读每一条原则，我们会先在等概率结果的背景

下（通常用抛硬币和掷骰子来说明）探讨与每条原则相关的概率，然

后同时用代数和文字形式来呈现这些原则，最后则会在更广义的背景

中来讨论。

因为我们是用概率的方式来评估和讨论不确定性，这就意味着当

且仅当我们为可能事件所赋的概率满足这四条法则时，我们看待不确

定性的方式才是理性的。只有满足了这些法则，我们对于不确定性的

看法才能说是相容或一致的（coherent），否则就是不相容的

（incoherent）（字面上理解为“非理性”）。



不过在继续之前，我们还要先澄清四点认识。第一，我们对概率

的讨论会限制在对未来事件的数字（或模糊数字）判断。对决策者来

说，过去的事件要么是已经发生的（因而不是不确定的），要么就是

没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给它们赋予概率。当然，我们在提到过

去事件的时候，常常会不太严谨地用到概率的说法，比如，我们也许

会说到奥斯瓦尔德刺杀（或者单独刺杀）肯尼迪的可能性有多大，一

个被告“真的”犯了罪的可能性，或者某一枚假想中的硬币在桌子上

转停后正面朝上的概率。然而，出于本书的考虑，这些关于过去事件

概率的陈述，我们会将其解释为在探寻真相时得到特定结论的概率，

这当然就是一个具有可能性的未来事件。第二，有的时候我们会把概

率解释为“关于某看法的确定性程度”（degree of belief），或是

在大量重复中的客观频率。不过，所有学习和研究概率论的人员都同

意概率必须要满足四条基本法则。（事实上，研究概率的抽象数学分

支只将它们定义为遵循这些法则的数字，而不考虑附加到概率上的具

体解释和其他意义。）

第三，这个附录也会考虑一些对概率的相关看法，包括对概率进

行排列和归类，这些看法同样可能会出现满足或违反概率原则的情

况，因此也会反映出我们所做的判断是否是相容的。举例来说，当我

们对某位世界顶尖网球运动员的比赛情况进行预测时，如果我们认为

他在某场锦标赛上输掉第一盘比赛并且最终赢得比赛的可能性要大于

其单单输掉第一盘的可能性（一个纯粹的对于顺序的看法），那么这

种看法就与概率论的原则相矛盾。类似的情况还有，我们会认为在已

知某个症状的情况下能够确定罹患疾病的概率必定与已确定罹患某个

疾病的情况下某个症状出现的概率是相同的（没有给定具体数字时的

等价看法）。

第四，“非理性”这种说法隐含了一个前提，即所指的必须是包

含两个或以上概率的组合（除非违反最简单的限制，将概率设为小于0



或大于1的情况也是非理性的），因为我们无法在割裂的情况下评估某

个概率判断是不是理性的。举例来说，如果有人认为有0.9的概率明天

太阳不会升起，这种看法不一定是非理性的，然而，当你带着这样的

看法，以及你明天有0.8的概率去上班且只有在太阳升起的情况下你才

会去上班这样的看法——同时具有这些看法，这才会是非理性的。[关

于在概率评估（以及整体决策领域）中所出现的非理性有这样一种解

释，即人们在看待一个问题的不同部分时，会在不同的思维状态之间

摇摆，在一个状态下得到的结论不会与其他状态下得到的结论进行比

较——同样也是基于这种考虑，经济学家会假定偏好或偏好背后的效

用是稳定的。我们将那些价值和预期经常摇摆不定的人判断为“非理

性的”，虽然从技术层面来看这种判断可能不太正确，但要说他们是

理性的或者是具有适应性的，显然也不太合适。]

A.2 从神明到数字

概率论是如何开始的？概率论起源于对赌博的评估[我们推荐

Leonard Mlodinow所著的《醉汉走路：机率如何左右你我的命运和机

会 》 （ The Drunkards’Walk: How Randomness Rules Our Lives ，

2008），该书对概率论的历史做了一个引人入胜的介绍]。

在Robert Graves所著的《罗马帝国兴亡史》（I, Claudius，

1943）一书中，卡力古拉[1]遇刺之前正在与克劳狄乌斯[2]玩骰子（一

边观看血腥的游戏，时不时地下令将输掉游戏的人[有时候也会是赢的

人]处死）。他们所用的4颗骰子是由狗或羊的踝骨所做，称为距骨

（astragali），每颗骰子有4面，每一面有一个数字：1、3、4和6，

所掷出的获胜组合称为维纳斯列（Venus roll），需要4颗骰子掷出的

数字各不相同。克劳狄乌斯一直在赢——而这样的状况让他命在旦

夕，因为输掉的卡力古拉随时会爆发病态的怒火。于是克劳狄乌斯战



战兢兢地向卡力古拉献上了一组打造得极为精美的新距骨骰子，据说

这组骰子上附有神的力量，能够掷出维纳斯列。随后卡力古拉又把他

的钱赢了回来，他感到特别高兴，因为他觉得维纳斯神那天对他特别

眷顾。他在得意忘形之际放松了警惕，最终被刺身亡。

（今天我们大多数人都会认为卡力古拉是迷信和愚蠢的，不过对

这一事件人们也有一些其他的观点。克劳狄乌斯将传说附有神力的骰

子献给卡力古拉，骗他相信维纳斯神会眷顾自己——而事实上卡力古

拉之前的失败说明维纳斯神并不站在他那一边。因此，克劳狄乌斯的

欺骗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令他背上了行刺主谋的罪名，人们认为是他

一手操纵这个事件帮助自己登上了王位。）

我们应该如何确定维纳斯列的概率？以从左至右（可以从任意方

向）的顺序考虑距骨骰子的4个数字，并假定在这个例子中一颗骰子掷

出4个数字的可能性相等。那么“1”可以出现在4个位置中的任意一

个，“3”可以出现在剩下3个位置中的任意一个，“4”在剩下2个中

的任意一个，“6”的位置也随之确定。因此，一共有4 × 3 × 2 ×

1 = 24种情况可以得到维纳斯列，而所有可能掷出的序列则是44（即

256）种，因为4个数字中任意一个都能出现在第1、第2、第3和第4个

位置上。因此，我们得到结论，掷出维纳斯列的概率为24/256，即大

约0.094。

还有一种方法也可以得到相同的结论。依次考虑4个位置，在第1

个位置出现任意数字都有可能得到维纳斯列，给定第1个位置的数字，

第2个位置的数字可以选择剩下3个数字中的任意一个，其概率为3/4，

如果前两位数字不同，第3位的数字必须是剩下2个数字中的一个，其

概率为2/4 = 1/2，最后，如果前三位数字各不相同，那么最后一位是

剩下那个数字的概率为1/4。将这些概率“连起来”就得到1



×（3/4）×（2/4）×（1/4）= 6/64 = 24/256，即大约0.094。（因

为并非所有结果的可能性都相同，因此实际概率更低，约为0.04。）

根据历史学家Florence N.David（1962）的观点，在古埃及、古

希腊和古罗马文明中，许多人都相信博弈的结果是由神明或超自然力

量（“命运”）所主宰的（即便到了今天，这样的观念也依然会以一

些内隐的形式存在于许多冲动的赌徒身上），并且，不同的赌博结果

往往与不同的神明联系在一起。事实上，这些有关赌博的信念也正是

中世纪罗马天主教会将赌博定为不合法的原因之一。一神论的上帝不

会去“掷骰子”——而赌博却是多神论的催化剂。

当然，并非所有的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都相信赌博的结果受到神

明的影响。在《论责任》（De Devinatione）的第二卷中，西塞罗写

道：

没有什么事情比掷骰子更不可预测的了（现代翻译），而每个玩骰子的人总会在某个

时刻掷出一个维纳斯列，有时会连续掷出两个甚至三个维纳斯列。那我们是不是真的就要幼

稚到断言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因为维纳斯神显灵而非纯粹的运气使然？

西塞罗认为在使用随机仪器的赌博游戏中，“运气”决定了人们

的成功，他显然也明白特定的某一次或某几次掷骰子的运气（几率）

与长期频率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但是西塞罗后来被害了，这说明理

性并不能确保成功，只是增加了成功的可能性。事实上，就像我们之

前所指出的那样，在其他人不选择理性的时候选择理性可能会导致社

会排斥。

西塞罗并没有预见到，现代概率论的一个重要发展就是通过计数

的方法来确定几率。只有当算术发展起来使得复杂计算变为可能时，

才能开始采用计数的方法——虽然希腊人在几何学和逻辑学上能力出

众，算术则一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在西方世界发展起来。卡尔达诺



（1501~1576）第一个系统性地提出了这种计数方法。下面我们来看看

如何通过计数推导出概率论的基本原则：

抛1次硬币会出现2个可能结果中的1个：正面（H）或反面（T）。

抛2次硬币会出现4个可能结果中的1个：HH（两个正面）、HT（先正后反）、TH或

TT（见图A.1和A.2）。

抛3次硬币会出现8个可能结果中的1个：HHH、HHT、HTH、HTT、THH、THT、TTH或

TTT。

依此类推。

结果（outcome）是概率论中的一个技术术语，指的是一个试验

（如多次抛硬币）的一个特定结果。事件（event）是结果的集合，这

个贯穿于本书的概念是概率论的关键——即便有的时候用“事件”二

字来表达这个概念会有些生硬。在这里，集合（collection）不一定

是指包含多个结果，因此一个事件可以只包含单独一个结果。当然，

一个集合也可能包含所有结果，一个包含所有结果的事件是一个完备

（well-defined）事件，用S表示。

图A.1　抛2次硬币的可能结果



图A.2　抛2次硬币的可能结果的“树状图”

抛2次硬币会得到其中一种可能的事件。举例来说，

A.事件“两个正面”只包含一个结果HH。（这与事件“没有反面”等价。）

B.事件“有且只有一个正面”包含结果HT和TH。（这与事件“有且只有一个反面”等

价。）

C.事件“至少有一个正面”包含结果HH、HT和TH。（这与事件“最多有一个反面”和

事件“没有两个反面”等价。）

诸如此类。

实际上，共有15（= 24-1）个事件包含至少一个结果：

包含1个结果的事件：

HH

HT



TH

TT

包含2个结果的事件：

HH、HT

HH、TH

HH、TT

HT、TH

HT、TT

TH、TT

包含3个结果的事件：

HH、HT、TH

HH、HT、TT

HH、TH、TT

HT、TH、TT

包含所有4个结果的事件：

HH、HT、TH、TT

对这每个事件都可以进行一个语言描述。（请试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抛2次硬币之后，会得到4个可能结果，以及15个

包含至少一个结果的可能事件。事实上，出于完整性的考虑，数学家

会定义16个可能事件，换言之，他们也会考虑没有包含任何结果的事

件，这个事件称为空事件（null event）（“没有事情发生”），用

符号 表示。那么空事件是否只是一个由人们思维中的强迫性概念所

生发出来的（虚无）结果呢？并非如此。空事件的概念对概率论的发

展与概念零（zero）对我们数字系统的发展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零

的概念一直到公元900年才被引入西方的计算之中，在此之前，人们用

罗马符号来表示10（X）、20（XX）等等，但是加减计算的时候比用符

号0麻烦得多——举例来说，X+XXX = XL，而用0就可以表示为10+30 =

40，其中一部分是以0加0等于0所得到的。

下面我们来说如何为事件赋予概率。我们会首先考虑结果可能性

相等的情况，然后再推广到其他事件。考虑将一枚公平的硬币抛2次的

情况，这里的“公平”（fair）是指满足下面两个条件：

1.每次抛硬币得到正面或反面的可能性相等。

2.连续抛掷多次所出现的结果之间没有关系。

“公平性”的含义同时涉及硬币本身和抛硬币的人：第一个条件

说明硬币本身没有偏向性且抛硬币的人没有也无法控制结果；第二个

条件说明硬币“没有记忆”，也再次说明抛硬币的人没有也无法进行

控制。（许多“主观主义”统计学家认为公平性存在于观察者的信念

之中，也就是说当观察者认为硬币和抛硬币的人满足这些条件时，这

个过程就是“公平”的。）在这两个条件之下，有4个可能性相等的结

果：HH、HT、TH和TT。

当结果发生的可能性相等时，一个事件的概率就等于这个事件中

的结果数量除以所有可能的结果数量。如果抛2次硬币，所有可能的结

果数量为4。



A.事件“两个正面”只包含一个结果HH，因此其概率为1/4。

B.事件“有且只有一个正面”包含结果HT和TH，因此其概率为（1+1）/4 = 1/2。

C.事件“至少有一个正面”包含结果HH、HT和TH，因此其概率为（1+1+1）/4 =

3/4。

依此类推。

根据标准记号规则，事件由大写字母表示，其概率用p表示。举例

来说，如果A表示事件“全为正面或全为反面”，这个事件包含结果HH

和TT，因此，p（A）=（1+1）/4 = 1/2。

A.3 概率论的原则

我们已经知道，概率是0到1之间的数字，并且p（ ）= 0，因为

空集中不包含任何结果。因此，下面这些原则适用于等概率结果的事

件：

原则Ⅰ：0Gp（A）G1

原则Ⅱa：p（S）= 1

原则Ⅱb：p（ ）= 0

多个事件也可以联合发生。事件A交B（A and B）称为它们的交集

（interse- ction），包含两个事件共有的全部结果。举例来说，事

件“至少有一个正面”包含结果HH、HT和TH，而事件“至少有一个反

面”包含结果HT、TH和TT，所以事件“至少有一个正面交至少有一个

反面”包含结果HT和TH。（注意到这个事件与事件“有一个正面和一

个反面”等价。）这样的事件称为复合事件（compound event），其

概率称为复合概率（compound probability）。（请注意，任意事件



都可以看作是一个复合事件，每个事件首先都等价于其本身与全集S的

交集。）

还有一种联合方式涉及两个事件中的任意结果。事件A并B（A or

B）称为它们的并集（union or conjunction），包含这两个事件中的

所有结果。（包含所有覆盖到的结果，逻辑上即是指“两个事件各自

独有的以及共有的结果”。）举例来说，事件“至少有一个正面” 包

含结果HH、HT和TH，而事件“至少有一个反面”包含结果HT、TH和

TT，所以事件“至少有一个正面并至少有一个反面”包含结果HH、

HT、TH和TT，即全集S（因为在任意一次“试验”或抛掷中，肯定会出

现至少一次正面或至少一次反面的情况）。

在这些例子中，两个事件的交集或并集都有一部分重叠，不过正

如前面提到过的，举例来说，如果取一个事件与S的交集或与 的并

集，这样的情况就不一定发生。我们还可以取完全没有重叠的两个事

件（即不包含共有结果的事件）的交集或并集，或者一个事件也可以

是另一个事件的一个子集——即第一个事件包含的所有结果也全都出

现在第二个事件中，或者两个事件完全相同。事件是结果的组合，通

过“交”或“并”将任意两个事件联系起来就会定义一个新的结果组

合，也就是一个新的事件。

如果两个事件不包含共有结果，那么它们是互斥的。举例来说，

事件“两个反面”和事件“至少有一个正面”就是互斥的。

数学家和统计学家用空集来表达两个事件互斥——即两个事件没

有共同的结果。简而言之，如果两个事件A和B是互斥的，则它们的交

集是空集（不含任何结果的集合）。因此只要

（A交B）= ，



则A和B互斥，根据原则Ⅱ则得到

p（A交B）= 0。

再次考虑抛2次硬币的情况。假设A是指事件“两个反面”，B是事

件“有且只有一个正面”，则这两个事件是互斥的，前者包含结果TT

而后者包含事件HT和TH。此外，A发生的概率为1/4而B的概率为2/4 =

1/2，（A并B）的概率为3/4，因为在（A并B）中共有3个结果，即TT、

HT和TH。因此，p（A并B）= p（A）+ p（B）。

只要任意两个事件A和B是互斥的，则（A并B）中的结果数量必定

等于两个事件中的结果数量之和。如果S中有n个可能性相等的结果，A

中有m个而B中有m′个，如果A和B互斥，则

从这里我们得到概率论的第三条普适原则：

原则Ⅲ：如果（A交B）= [等价于p（A交B）= 0]，

则p（A并B）= p（A）+ p（B）。

这个原则反过来是否成立呢？也就是说，如果p（A并B）= p（A）

+ p（B），是否一定能得到（A交B）= ？这个问题可以这样来回答：

如果A和B至少共有一个结果，那么p（A并B）必定小于p（A）+

p（B），因此反过来也是成立的。



我们最后再引入两个概念来完成对概率论的简介。第一个是一个

事件的补集（complement），具体来说，事件A的补集包含了全集S中

所有不在A中的结果，A的补集通常用-A或 来表示。举例来说，考虑

抛2次硬币的情况：

如果事件A代表“两个正面”（包含HH），则A的补集包含HT、TH和TT——即事件“至

少有一个反面”。

如果事件A代表“有且只有一个正面”（包含HT和TH），则A的补集包含HH和TT——即

事件“两个正面或两个反面”。

如果事件A代表“至少有一个正面”，则A代表事件“全为反面”。

等等。

关系Ⅰ：如果A是A的补集，则p（ ）+ p（A）= 1。

要推得这个关系，一方面因为A和 互斥的，因此根据原则Ⅲ，

p（A并 ）= p（A）+ p（ ），而根据定义， 包括 S中所有不在A中

的结果，因此（A并 ）等于S。所以，p（A）+ p（ ）= p（S），根

据原则Ⅱa，结果等于1。

我们可以注意到原则Ⅱb，即p（ ）= 0，并没有用来推导关系

Ⅰ，关系Ⅰ完全由原则Ⅱa和Ⅲ推得。事实上，原则Ⅱb本身也可以看

作是原则Ⅱa和Ⅲ通过关系Ⅰ推导出来的：因为 是S的补集，所以p（

）+ p（S）= 1，而由原则Ⅱa可得p（S）= 1，所以p（ ）= 0。

（这个过程严格证明了空集的概率为空——零。）

最后需要指出，与原则Ⅲ不同，关系Ⅰ反过来是不成立的。如果

两个事件的概率总和为1，并不能说明它们互为补集。举例来说，在抛

2次硬币且结果概率均等的情况下，事件“有且只有一个正面”和“有

且只有一个反面”的概率都为1/2，相加等于1，但两个事件的并集

“有且只有一个正面并有且只有一个反面”的概率却不等于1（1/2



+1/2），这两个事件并不是互为补集。实际上，它们是相同的两个集

合，都包含结果HT和TH。

最后一个概念是条件概率（conditional probability），这可以

很简单地用一个公式来定义，但在给出这个定义之前，我们应先了

解，条件概率的本质思想是事件A发生的概率能够用另一种方法来评

估，即根据另一个事件是否发生来分情况讨论。举例来说，我们考虑

两个极端的例子：如果事件A和B是互斥的，则A中的任意结果都不会在

B中出现，那么，当B发生的时候A发生的概率就为0；相反，如果B中的

所有结果都出现在A中，那么当B发生的时候A发生的概率就为1。

条件概率A当（given）B用符号p（AB）表示，可以用下面几种不

同的语言方式来表达：

1.在B发生的条件下A发生的概率

2.在B的条件下A发生的概率

3.当B发生时A发生的概率

4.如果B发生，则A发生的概率

如果不同结果的发生可能性都相等，则A当B就等于两个事件中共

有的结果数量（两者的交集）除以B中的结果数量。实际上，“当”B

发生的时候，我们知道实际结果必定会从B之中选出，那么此时A中的

一个结果发生的概率就等于那些同属于B和A的结果在B中的相对数量。

事件B现在定义的是可能结果的数量，实际上也就代替了S。

用m′表示A交B（两者的交集）中的结果数量，用m表示B中的结果

数量，那么，假设所有结果的可能性相等，则

p (AB) = m′/m。



现在将分式m′/m中的分子和分母分别除以n（n是全集S中的结果

数量），得到

而因为p（A交B）= m′/n，而p（B）= m/n所以我们得到：

这个原则就是条件概率的正式定义。

现在我们来看看在抛2次硬币的情况中条件概率的一些例子。事件

“至少有一个正面”发生的条件下事件“两个正面”的概率为1/3。

（HH是事件“两个正面”中唯一的结果，而事件“至少有一个正面”

包含结果HH、HT和TH。）有的时候，人们会错误地认为这个概率是1/2

而不是1/3。比如，有些人认为如果一个家庭中有两个孩子，那么在至

少有一个女儿的情况下，有两个女儿的概率为1/2。

而在第1次抛硬币得到正面的条件下，事件“两个正面”的概率就

是1/2，此时共有的事件仍然是HH，但已经发生的事件只包含两个结

果，即HH和HT。仍然以有两个孩子的家庭为例，在第一个是女儿的情

况下，两个都是女儿的概率为1/2，因为男孩（B）和女孩（G）出生的

概率（大体）相等。对比来看，至少有一个女孩的情况则有三种：

GG、GB、BG，这三种情况中只有一种情况（GG）下另一个也是女孩。



因此，在至少有一个女孩的情况下有两个女孩的概率为1/3，而不是

1/2。

原则Ⅳ可以变换一下，写成在p（B）基础上“乘以”一个概率的

形式，即

如果用原则Ⅳ′的形式来表达，条件概率的定义就包含了一个连

锁原则（chaining principle）来得到复合事件的概率。（请回忆一

下维纳斯列的例子。）举例来说，抛2次硬币都得到正面（事件“全为

正面”）的概率就等于第1次得到正面的概率乘以当第1次得到正面时

第2次得到正面的概率。读者应该清楚这两个概率都为1/2，因此得到

这个复合事件的概率为1/4。在一副扑克牌中无放回随机抽到2张黑桃

的概率等于第1次抽出一个黑桃的概率（13/52，因为一副牌共有52

张，其中有13张黑桃）乘以在第1次抽出黑桃的情况下再次抽到黑桃的

概率（12/51，因为在余下的51张牌中有12张黑桃）。从而得到这个复

合事件的概率为（13/52）（12/51）= 3/51。我们也可以用两张黑桃

的组合数量（78）除以所有两张牌的组合数量（1346），仍然能够得

到3/51。

连锁从两个方向都可以进行： p（A交B）等于p（AB）p（B），也

等于p（BA）p（A）。有的时候从一个方向来考虑连锁比另一个方向更

容易一些——比如在时间上从前到后的自然顺序。

最后，我们就可以定义事件之间的独立性（independence）。独

立性的直觉定义是：如果p（AB）= p（A），则A与B互相独立。接受这



个定义后，我们在两边同乘以p（B），得到：

独立性（定义）：p（A交B）= p（A）p（B）

（因为根据原则Ⅳ′可知p（AB）p（B）= p（A交B））。

此外，两边同除以p（A），我们也能推得p（BA）= p（B）。因此

独立性是对称的。数学家们会采用p（A交B）= p（A）p（B）这个定

义，因为当p（A）或p（B）等于0而不适宜进行乘除运算时这个概念仍

然成立。

如今，概率论已被运用到除赌博游戏之外更广泛的情境之中。举

例来说，堤防和水坝是基于河流达到特定洪水位的概率估计而设计

的，当然，工程师们并不会认为所有洪水位发生的可能性是相同的，

而会参考过去达到某个洪水位的频率来进行概率估计。我们也可能会

说到在世界职业棒球大赛中芝加哥小熊队打败芝加哥白袜队的概率，

或者在公元3000年之前发生“原子战争”的概率。在这些情境中，我

们没有相关的频率信息可用，而是要根据棒球、政治、技术的相关知

识——或者可能是我们的悲观程度来做出估计。如果结果既不是等可

能的，也没有频率信息可以参考，概率往往与“纯粹”的下注几率有

关。举例来说，如果你认为小熊队打败白袜队的概率为1/3，那你最多

愿意在白袜队上下注2美元而在小熊队上下注1美元，也就是说，你应

该愿意接受所有小于2∶1的赌博而拒绝所有高于2∶1的赌博，这是对

你个人关于概率的看法的一种评估。实际上，有一群被称为人格主义

者（personalist）或主观主义者（subjectivist）的概率哲学家认

为，所有的概率本质上都是基于个人看法或赌博意愿的。（举例来

说，在一个概率分析中，认为所有单个结果“发生的可能性都相等”

这样的基础论点难道就不是一种主观信念么？）

实际上，几个世纪以来，有关概率到底指的是事实还是个体对世

界的看法，还是证据与看法之间（或不同看法之间）的逻辑关系，一



直都存在很大的争论。我们还不清楚这种争论对概率推理究竟有多重

要，不过我们清楚的是，虽然人们对概率这个概念的涵义会有不同的

理解，但是对于特定概率他们会得到相同的结论。举例来说，考虑这

样一个实验，一个袋子中有两颗骰子，其中一颗有4面绿色和2面红

色，另一颗有4面红色和2面绿色，从中随机摸出一颗，在不看到骰子

的情况下直接掷骰子，结果得到红色的概率是多少？所有参与实验的

被试认为是1/2，并且所有人都认为，这么判断的理由在于摸到两颗骰

子的概率都为1/2。

那么为什么人们会说摸到两颗骰子的概率都为1/2呢？有些人说是

因为我们没有什么理由能够肯定自己摸到是其中的某一颗骰子而不是

另一颗；有些人说1/2反映了自己的一种看法，即每颗骰子被摸出的可

能性相等；有些人则说随机的概念在逻辑上能够推导出任意一颗骰子

被摸出的概率为1/2；还有一些人则说摸到两颗骰子的概率相等所基于

的假设是一个可以通过重复实验验证其有效性的客观事实；我们还可

以说，无论是哪颗骰子，当它确实被摸出来时，其被摸到的“真实”

概率为1，因为世界上并没有什么事是随机发生的，只不过因为我们无

法了解事件发生背后所涉及的所有因素及其交互作用，便只能选择

1/2。然而不管怎么样，所有这些都为这个实验得出结论：摸出其中一

颗骰子的概率为1/2。于是，掷出红色面的概率可以由两个部分组成，

即4个红色面的骰子摸出时掷出红色面的概率，加上4个绿色面的骰子

摸出时掷出红色面的概率（根据原则Ⅲ）。第一个概率为（1/2）

×（2/3），第二个概率为（1/2）×（1/3）（都根据原则Ⅳ′得

到）。因此，掷出红色面的概率为2/6+1/6 =1/2。结论得以证明。

那么从普遍意义上来说，概率是什么呢？第一，概率指的是对完

备定义的事件所赋的数字。一个“完备定义的事件”（well-defined

event）即是一个可以在未来毫不含糊地解释为发生或不发生的事件。

第二，概率必须满足下面四个基本原则：



Ⅰ.0≤p（A）≤1

Ⅱ.p（S）= 1

Ⅲ.若交集（A交B）= ，则p（A交B）= p（A）+ p（B）

Ⅳ.p（AB）= p（A交B）/ p（B）

许多哲学家还在试图为概率找到更多的涵义，这样的探讨毫无疑

问是极有意义的，不过目前我们也可以接受以这种结构化的方式来正

式诠释概率的涵义，即满足这四个原则的数字。为配合本书的目的，

我们加了一个额外条件——这里考虑的是未来发生的事件。

我们注意到，除非这个数字落在了0到1的区间之外，单独一个概

率不会违反这些原则。因此，概率指的是描述一组事件之间关系的一

组数字。当然，人们也许会维护那些违反规则的概率，坚持认为他们

是在“概率”这个概念的常规涵义下进行讨论的，但是理性或相容的

概率必须满足这些原则，这是数学家或统计学家所接受的唯一一种概

率。

A.4 违反概率论原则的观念

有许多常见的观念是违反这些概率论原则的，举例来说，考虑下

面这些事件序列：

1.一位运动明星染上了毒瘾，参加了一个治疗课程，获得了冠军。

2.一位运动明星染上了毒瘾，获得了冠军。

如果将其中一个事件序列呈现给人们，许多人会判断第一种比第

二种的可能性更高。但是根据概率原则，这是不可能的。要了解其中

的原因，我们将这些序列中的事件进行分解：

A.这位运动员染上了毒瘾。



B.这位运动员成了冠军。

C.这位运动员参加了治疗课程。

（不标注事件发生的顺序）现在人们认为

p（A交B交C）〉p（A交B）。

但是这并不理性，或者说不符合这些原则，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

来证明：

证明1：根据连锁原则（Ⅳ′），且因为交集（A交B）就是第二个

事件，所以得到p（A交B交C）= p（CA交B）p（A交B）。

但因为根据原则Ⅰ，p（C[A交B]）G1，所以p（A交B交C）Gp（A交

B）。

这是一个逻辑矛盾，证明最初的那个判断是错误的。

证明2：（A交B）=（A交B交C）加上（A交B交 ），而（A交B交

C）和（A交B交C）是互斥的，因此根据原则Ⅲ，

p（A交B）= p（A交B交C）+ p（A交B交 ）。

这就意味着p（A交B）必定大于等于右边的第一项——又一个矛

盾。其中的关键在于这位运动员可以通过治疗课程之外的其他途径最

终获得冠军，他/她可能因为其他理由而戒掉了毒瘾，可能具有极高的

天赋或运气，冠军也可能是作弊得来等等。

对于一个不太可能发生的事件或事件联合的可能性，人们会因为

一些看似更合理事件的加入而增加其可能性，这种现象称为情景效应

（scenario effect），Amos Tversky和Daniel Kahneman（1983）对

这类效应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发现这些加入的事件虽然在实际上限制



了初始事件或事件联合发生的可能性，但往往有助于构成一个“好听

的故事”。举例来说，正如Paul Washburn（在与Dawes的私人交流

中）所指出的那样，当人类学家通过一些骨头对某一个史前文化进行

重构时，如果添加一些连自己都可能不太清楚的细节，这样的重构往

往看起来更为可信。我们也都知道，平平淡淡地把所知的事实告诉别

人，不如将故事润色一下来得有说服力（如在法庭最后陈述时）。认

知心理学家已经发现了许多由情景效应所导致的非理性概率判断（见

第6章和第7章）。

下面是两个有关概率的观念，它们是错误的，但不是非理性的，

然而把它们组合起来，就是非理性的。

赌徒谬误：一个硬币落下得到正面（反面）的次数越多，下一次

抛硬币时得到反面（正面）的可能性就越多。因此，HT比HH的可能性

更高，HHT比HHH的可能性更高，诸如此类。[正如前面所说，这种观念

只有在硬币有记忆（或者抛硬币的人能够控制的时候）才有可能是正

确的。]

这种谬误同样会在其他情境中出现。考虑我们在章节7.3中所提到

的 “致亲爱的阿比”的例子：“我和丈夫刚刚有了我们的第8个孩

子，又是一个女孩，我现在真的非常失望。……阿比，这个孩子应该

是个男孩。”连续怀上8个女儿的概率（大约）为1/28 = 1/256，但是

在其他7个女儿都已经生出来的情况下，再怀上一个女儿的概率为

1/2。和硬币一样，精子没有记忆，何况是过去那些它们完全不明真相

的受孕情况。这个原则和2.6中所提到的balla游戏的解答一样。

未知分布谬误（将未知均等地分布在人为定义的类别中，而不

是特定的等可能结果上）：因为抛2次硬币会得到0、1或2个正面，从

这个伪原则会推出每个结果发生的可能性为1/3。



假设有的人同时相信赌徒谬误和未知分布谬误，则根据赌徒谬

误，

p（HT）H p（HH）。

但是根据未知分布谬误，

p（HH）= 1/3。

因此，p（HT）H 1/3。同理可得，p（TH）H 1/3，所以两者之和

大于等于2/3，但根据未知分布谬误，两者之和同时也应等于1/3（即

“抛2次硬币会得到0、1或2个正面”）。

有些观念的组合是非理性的，然而人们还是会保留这些观念。基

于这些不相容的概率评估所做的选择必定也是不相容的，甚至可能导

致个人或社会伤害。而反过来的结论——满足原则Ⅰ到Ⅳ的概率不会

出现矛盾——也是正确的，不过相关的证明就不在本书中赘述了。

A.5 贝叶斯定理

假设我们有两个袋子，装着黑色和红色筹码。袋子A装有70%的红

筹码，而袋子B装有40%的红筹码。有一个人会掷一颗骰子，如果得到1

或2，则给我们袋子B，否则就给我们袋子A。我们不知道掷骰子的结

果，因而也就不知道给我们的是哪个袋子，但我们可以从这个袋子中

抽10次筹码，每抽一次后都要把筹码放回去再抽下一次。我们的任务

是推测出所抽的是哪一个袋子。

假设我们抽出了6个黑筹码和4个红筹码，这显然更“像”袋子B而

非袋子A，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知道根据掷骰子的结果，得到袋子A的

可能性是袋子B的2倍。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把抽出筹码的证据和先前



有关掷骰子的观念结合起来呢？推而广之，在获得了一些相关的证据

后，我们应如何理性地更新自己对于一个假设的看法（比如“现在是

从袋子B中抽筹码”这个假设）呢？

一种方法就是采用贝叶斯定理（Bayes’ theorem），这个定理是

从概率论的第四个原则往后推了一步，通常认为是由Thomas Bayes教

士提出。显然，Bayes教士是在尝试用理性的方式来证明上帝（我们想

应该是基督教的上帝）的存在时发现了这个原则，但是他对自己的推

导并不是很有信心，因此只将自己的发现与一个朋友交流过，Bayes在

1761年去世之后，这位朋友才发表了他的发现。[对于想进一步了解贝

叶斯分析的读者，我们推荐Dennis V.Lindley所著的一本极佳的入门

书籍《理解不确定性》（Understanding Uncertainty， 2006）。]

我们用d来代表已经收集的数据——6个黑筹码和4个红筹码，用A

和B代表两个袋子。我们已经知道筹码是从A、B这两个袋子的其中一个

之中抽得，因此很容易确定数据的条件概率。随后如果我们知道一开

始得到其中某个袋子的概率（我们已经知道了）以及得到这些数据的

概率（可以通过计算得到），就能根据已有数据推出我们确实得到这

个袋子的条件概率。具体来说，

p（A交d）= p（d交A）。

根据概率的第四原则，我们可推得



实际上，用5.10中的比例规则更为简便，在这个情境中，

同理，

两式相除，得到

通过这个除法，我们消去了麻烦的p（d），在最后一个等式中，

我们得到的结果是p（Ad）除以p（Bd）的比例。知道了这个比例，以

及这两个概率之和等于1（我们是从两个袋子之一中抽取筹码，因此根

据原则Ⅲ，概率之和为1），我们就很容易计算出这两个概率。

在这个例子中，p（A）= 2/3，当我们从袋子A中抽取时，以某个

特定顺序抽得6个黑筹码和4个红筹码的概率为0.36 × 0.74。同理，

p（B）= 1/3，当我们从袋子B中抽取时，以同样的顺序得到这个样本

的 概 率 为 0.66 × 0.44 。 因 此 ， p （ Ad ） 除 以 p （ Bd ） =

0.0001167/0.0003981，即0.29。因此，6黑4红10个筹码是从袋子A中

抽取的概率为0.22，从袋子B中抽取的概率为0.78。请注意，我们从这



个假设的试验中所得数据的信息价值要远远高于初始几率所给出的信

息——2∶1的几率得到袋子A。

普遍说来，贝叶斯分析会将初始看法具体化，这里的初始看法是

指在我们获得样本之前所持有的看法，在这个例子中，掷骰子的过程

会令我们形成初始看法。随后我们根据贝叶斯定理将抽取样本所得的

证据与初始看法合起来，就能运用概率论的规则来更新初始看法。

A.6 对巧合的事后分析

在日常生活中充满了巧合。道斯的大女儿出生的日子是他母亲的

忌日，而小女儿则和他的母亲同一天生日。多么惊人的巧合啊！一个

对概率论几乎不了解的分析者也许会得出结论，这两个巧合的概率为

（1/365）2，即0.0000075。不过显而易见的是，这个巧合反过来的话

同样也是非常惊人的——这么一来出现巧合的概率也许是0.000015才

更合理。再者，两个女儿当然也能同一天生日，并且和祖母的生日或

忌日是同一天，这又是一个惊人的巧合，因此概率应该再翻一倍，得

到0.00003。另外，大女儿有视觉艺术天赋，小女儿则是短篇小说作家

——于是她们的生日还可以与相关领域中某位名人的生日相同。于是

还 有 许 许 多 多 名 人 的 生 日 ， 从 George Washington 、 Abraham

Lincoln、Grover Cleveland、John F.Kennedy，到Omar Khayam、

Mahatma Gandhi、Bertrand Russel和传道书的各位作者。关键问题在

于我们可以不断挖掘，哪怕通过这样的回溯要找到一个特定的巧合

（比如同一天生日）看起来也许是不太可能的，但是，也很有可能会

出现许多巧合。

要理解这个原则，可以考虑一下死亡的概率。我们会做出一个简

化的假定，即每天死亡的概率是相等的。于是，假设一个人的预期寿



命为70岁（25568天），那么在其中某一天死亡的概率为0.00004，但

是在特定的某一天死亡的概率为1.00。或者考虑另外一个例子，如果

我们完全随机地从1到10 000中选择一个数字，任意特定数字被选中的

概率为0.0001，而同样对某个被选中的数字，概率为1.00。有趣的

是，在概率论还在发展之中的十八世纪，一些哲学家把0.9999的概率

等同于“几近确定”（moral certainty）。在死亡的那个例子中，就

意味着我们几乎可以确定自己能安然度过每一天。（因此，不要买保

险了？或者至少不要在任何特定的某一天去买？）

上面这两段主要是为了解释一个重要的原则：虽然一个特定事件

发生的概率可能接近于0，但是什么事情都不发生的概率则绝对为0。

那么，我们怎么来确定一个巧合究竟是不是超感官知觉的体现

呢？或者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在一个有关地铁中的助人行为的研究中

发现，高个比矮个更可能助人，这个发现能否说明身高和利他性之间

存在相关呢？还有，从1900年到1968年，美国总统候选人中身高更有

优势的都赢得了选举，这又是否意味着美国选民更喜欢高个子的人

呢？

要回答这类问题并不容易，不过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化的例子来做

个参考。再次考虑从1到10000中随机选择一个数字。如果一个自称拥

有预知能力的朋友事先说出你会选择数字973，而你确实选择了这个

数，你就会感到非常震惊。相反，如果他/她先让你选择一个数字，在

你说出973之后再向你解释这个数字和他/她的预知能力之间有什么特

别的关联，你就一点也不会觉得神奇。同样是973这个数字，你既有可

能感到敬畏，也可能完全不屑一顾，这取决于你的朋友是如何让你了

解这个数字的神奇之处的，具体而言就是你朋友所采取的决策过程以

及你的决策过程。如果你的朋友事先说出数字，这样你就只会把973这

一个数字看作“成功”预知，你在选择数字之前就能确认这个决定。



然而，如果你的朋友是在你选完数字后才向你解释这个数字的特别之

处，你就很容易怀疑许多其他的数字也都能让他/她说出某些“特别之

处”。图A.3就展示了这个原则。图中呈现了抛6次硬币所得到的一些

正反面结果模式，这16种模式事后都能够描述出一些特别之处（全为

正面、全为反面、交替、2个一组交替、镜像等等）。于是，如果人们

抛6次硬币，出现其中一种有趣模式的概率就不再是1/64，而是

16/64。

图A.3　随机抛6次硬币可得的16种明显的模式

人们会做出这样的事后判断吗？人们是否认为这样的模式是突出

（significant）的？这里所说的“突出”不仅仅是指日常生活用语的

涵义，也包括技术、统计上的涵义——显著性。考虑道斯遇到的一位

占星家的话：

这难道不是冥冥中的天意吗？这里的5个人之中有3个狮子座和2个巨蟹座，而福特总

统也是巨蟹座的，也就是说3个狮子座和3个巨蟹座。我打赌这样的概率几乎为0。这类事情你

们能解释吗？



有一种方法可以将这类事件中明显的特异之处进行夸张，称为选

择性终点法（optional ending point maneuver），统计学家（及职

业魔术师）Persi Diaconis（1978）详细描述了这种方法。这个技术

被许多心灵学家所使用，主要的技巧是始终不让淳朴的观察者确切了

解事情的目标，直到达到目标为止。举例来说，Diaconis曾详细分析

过心灵学者B.D.，他会让一个观众说两张牌，随后请另外两个观众

“随机”选择两个较小的数字。然后他会将两叠洗过的牌放在桌子

上，一张张地同时翻开两叠牌。有的时候，他会在所选两个数字中较

大的那个出现时停止翻牌，如果在这之前第一个观众所说的两张牌恰

巧都出现过了，这当然就是一次“成功的表演”。他还有许多其他的

选择，比如要是两张牌同时翻开，那显然也是成功的，或者如果其中

一张牌随着那个大数一起翻开，这也还是成功的。如果没有什么“特

别”的事情发生，那么其中一叠牌会继续翻下去，直到翻到较小的那

个数字，到那个时候，所有类型的结果可能都出现过了。诸如此类不

胜枚举。这种选择性终止诡计（optional stopping trick）就是事先

不告诉别人你要如何操纵你的心灵力量，于是巧合的概率就会变得非

常大。此外，如果你宣称自己的力量来无影去无踪，连你自己也无法

解释，或者说怀疑性的测试过程会对其产生干扰，这同样有助于巩固

你的超能力形象，心灵学家Uri Geller就是这么做的。于是，如果你

多次尝试后（甚至在过半的尝试中）都没有发现一些令人惊奇的巧

合，观众也就愿意表示理解。

“科学家们”是否会加入这样的无稽之谈呢？遗憾的是，答案是

“会”。（有些分析师甚至推测，科学家们因为有能力去迎合一些并

未得到证明的假设，甚至可能会特别容易相信超感官知觉或类感觉沟

通。）美国心理学会近年的某一任会长在一次演说中发表了一个有关

“转矩与精神分裂易发性”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他呈现了一个令

人极为震惊的数据，10年前他见过一群孩子并让他们画圈，在52名顺

时针画圈的孩子中，有11名后来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而在54名逆时



针画圈的孩子中，只有1名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这个关系达到了

“0.01的显著性水平”。他将自己的发现与两个事实联系了起来：其

一是“地球是绕着南北轴逆时针旋转的”，另一个则是“除了某些特

例之外，这种‘左旋’是生命细胞的特征”。

这个量级的发现（尤其这个发现与地球和生命单位的基本属性有

关）显然应该引起心理学界的注意，精神分裂症是美国最普遍的两个

心理健康问题之一（另一个是抑郁），这个发现至少有助于我们进一

步理解这个问题。在随后的8年中，其他科学家对这篇文章的引用平均

为每年3次左右，8年后这篇文章从排行榜上消失。为什么引用量会那

么少呢？说不定这个研究者在长达50年的时间里都不受大家重视，直

到未来的某一天才被重新挖掘，从而成为精神分裂症现代理论的奠基

人。然而，在他的演说中，我们能找到一个更有可能的解释：“本研

究的被试是155个孩子，这些孩子都是第一次在我的私人心理诊所接受

心理评估。”参加这类评估的孩子们往往会做许多测试，在每个测试

中都会对大量的变量进行测量。然后，研究者在他的演说中只报告了

这一个测试的研究结果，因而我们有理由推测，他也许已经将大量变

量的测试结果与未来精神分裂症诊断的结果进行了简单相关，而他演

说中所报告的这个结果只是大约200个结果中的1个。（这里需要强调

的是，这种推测是基于笔者对临床实验的了解而得出的，并没有实际

看到这位研究者有许多测试。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以下场景：一个孩子

进入一位心理学家的办公室，根据要求画了个圈，然后就得以离开

了。）

在这些极为不寻常的研究发现中，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它们的重要

性？最佳答案当然是要确定这个结果是否可以得到重复。有关此类

“心灵力量”的重复尝试基本都没有得到什么理想的结果。如果没有

预测、控制和重复的可能性，最佳方法就是事先精确地界定假设，界

定可能的相关事件及其概念性样本空间（conceptual sample



space），随后系统地收集数据（哪怕是奇闻轶事）来描述可能结果的

全 部 空 间 （ entire space ） 。 Persi Diaconis 和 Fred

Mosteller（1989）已制定了这样一个策略，并将其阐述并应用于我们

日常的一个实际经验——我们会巧合性地“连锁”遇到新学词语。

只要我们的考察足够仔细，就一定能发现一些东西。毕竟，完全

没有任何事情发生的概率确实等于 0，并且正如 Diaconis 和

Mosteller（1989）所说：“当大量的事件、人和两者的互动随时间累

积，几乎任何令人吃惊的事情都一定会发生”（p.853）。人们采用古

典方法和贝叶斯方法来分析和检验统计显著性，解决的都是事先提出

的问题（questions asked beforehand）。在评估研究发现、从而做

出理性决策的过程中，关键在于确定这些假设到底是事先提出的，还

是仅仅是在事后，甚至是从声称发现了它们的人的想象之中提取出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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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卡力古拉，罗马帝国第三任皇帝，父亲是著名的凯撒大帝，卡力古拉被认为是罗马帝国早期的典

型暴君，后遇刺身亡。——译者注

　　

[2] 克劳狄乌斯，卡力古拉的叔父，原为罗马的执政官，卡力古拉遇刺身亡后被近卫军拥立为罗马帝

国第四任皇帝。——译者注



内容提要

我们如何洞悉自己和他人的内心？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都会遇到

各种各样的人，我们对于他们以及当时的情境了解多少？我们又是如

何利用这些信息来理解、预测和记忆他们的行为的？我们的社会判断

是完全由我们的社会知识决定的，还是也会受到感受和欲望的影响？

社会认知是心理学的前沿领域，它关注我们如何理解自我和他

人。在这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里，齐瓦·孔达深入而广泛地回顾

了社会认知领域的研究和理论，不仅适合心理学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

生阅读，也可供该领域的研究者参考。

本书的第一部分回顾了社会认知的基本过程，包括社会概念的表

征、推理规则、记忆、由动机和情感驱动的“暖”认知、自动化加

工。第二部分总结了社会认知的三个基本主题：群体刻板印象、有关

其他个体的知识以及自我。最后一章从跨文化的视角重新审视了上述

主题。



译丛新序

1979年，我在北京大学校园开始了我的心理学求学生涯，当时我

们心理系的老师委婉地告诉我们，你们学心理学可能早了20年。老实

说，年轻的我们当时并没有完全领会这句话的多重含义。

2004年，我在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的校园，开始了和新曲线出版

咨询公司的合作，推荐出版《社会心理学精品译丛》。坦率地说，我

并没有预料到这样一套关于人性、人情、人欲、人世的学术丛书，会

有这么大的社会影响，成为中国出版界发行的最畅销的心理学丛书之

一。

2013年的今天，我已经到了清华校园。受清华大学之邀、加州大

学之托，五年前我开始帮助清华大学恢复它历史上曾经辉煌的心理学

系，并出任复建后的首任系主任。五年的国际穿梭，以及和国内心理

学界同仁的共苦同甘，已经让我看到了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兴起，等来

了中国心理学的春天！

所以，当新曲线公司的同事们决定出版该丛书的十周年纪念版，

不仅新增《社会认知：洞悉人心的科学》、《不确定世界的理性选

择》、《社会冲突》、《社会心理学之旅》、《社会心理学纲要》等

新品种，而且对《态度改变与社会影响》、《决策与判断》等原有品

种的译文进行精益求精的再加工，将丛书以更加精致、高雅、系统的

方式介绍给我们的读者，并邀请我为新书重新写序，我已经一点也不

感到意外，并相信它一定会成为人们喜爱的优秀的心理学书籍。

那么，为什么短短几年社会心理学会在中国变得如此大受欢迎？

甚至我们还可以问问，为什么清华大学要在2008年恢复它的心理学



系？我觉得，中国的现代化是背后最主要的原因。正是在2008年，中

国的人均GDP达到3400美金。根据经济学家在上世纪40年代提出的人均

3000美金的现代化标准，这正式表明中国已经迈入现代化国家的门

槛。美国人是在1962年首先进入现代化国家的行列，英国人是1968

年，法国人是1972年。

现代化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人变得比物更为重要。现代化之

前，我们追求小康，以物质的丰富作为社会发展的目标，现代化以

后，我们追求和谐、文化、美和幸福，以人民的尊严和完美生活为奋

斗目标。这种变化，也不断反映在中国政府的执政理念变化上。从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构建和谐社会”，从“建设文化强国”再

到“建设美丽中国”，这些理念其实反映的正是中国社会的发展进

步，特别是人民基本需求的变化和提升。心理学家马斯洛早就提出人

类的需要层次理论，就是说人类从一开始衣食住行的生理需求，逐渐

上升到安全、归属、爱和尊严的社会需求。再往上，就得有文化和知

识的需求，以及对美的追求。人类最高级的需求就是马斯洛的自我实

现，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心理指标就是幸福的巅峰体验。

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

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那人又是什么？其实，人最重要的标志是

他有心理活动。“人者，心之器也。”正是因为人类的心理活动，人

生活得才有意义，才有价值。没有心理活动，人就是行尸走肉。

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没有人类的心理，可以照样存在。没有人

类，星空依然灿烂，太阳照常升落，但一旦人类的活动参与进来，星

空就不仅仅是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它就成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在

中国东海，北纬25頖40′ ~ 26頖、东经123頖 ~ 124頖34′之间有一

片岛屿，这本来是一个地理科学的概念，是属于自然科学的知识，但

当我们意识到，这片岛屿就是钓鱼岛列岛时，这个知识就变成社会心



理学的研究范畴。它就有了感情、意识、行动。没有人类的思想和意

识，自然世界本身是不会有特别的意义的。

科学发展，以人为本。它呼唤的其实就是社会心理学。因为社会

就是人的集合；人的本质就是心理的载体。正是人类的心理活动，如

需求、欲望、价值、信念、判断、决策、竞争、合作、冲突、博弈，

等等，使得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也更加复杂多变，需要更多的

智慧、理性、善良、宽容和理解。

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为中国的社会心理学提出了无数引人入胜的

问题。社会如何管理？创新如何推进？什么是中国人共同的民族意

识？中华文化薪火相传，传的到底是什么？甚至还包括一些看起来肤

浅、实际上很难回答的问题，比如，你幸福吗？

2000年，美国科学院组织了一批著名的学者讨论人类的未来科学

究竟有哪些，他们的结论是NBICS（纳米—生物—信息—认知—社

会）。

“在下个世纪，或者在大约五代人的时期之内，一些突破会出现

在纳米技术（消弭了自然的和人造的分子系统之间的界限）、信息科

学（导向更加自主的、智能的机器）、生物科学和生命科学（通过基

因学和蛋白质学来延长人类生命）、认知和神经科学（创造出人工神

经网络并破译人类认知）和社会科学（理解文化信息，驾驭集体智

商）领域，这些突破被用于加快技术进步的步伐，并可能会再一次改

变我们的物种，其深远的意义可以媲美数十万代人以前人类首次学会

口头语言知识。”

其中提出的社会科学问题——理解文化信息，驾驭集体智商——

正是我推荐社会心理学精品译丛的初衷。丰富中国人民的社会文化生



活，提高我们中国人的集体智商，这是这个时代赋予我们这些心理学

工作者的责任，让我们大家一起为人民的心理幸福而奋斗。

彭凯平

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伟清楼501

2012年12月12日



译丛序

社会心理学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一门社会科学学科，它

研究的是人的心理和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试图探讨人的思想、情感

和行为是如何受到其他人的影响，这些影响包括实际的、想象中的和

推测出来的人际作用。社会心理学家通常思考的问题有：我们如何认

识他人（社会认知），我们如何与他人打交道（社会互动）以及文

化、社会、团体如何作用于我们（社会影响）等方面的内容。

众所周知，社会心理学研究向来有心理学的、社会学的和符号学

的三种取向，其中心理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更强调实证的研究和对社

会中个体心理的关注。本译丛以津巴多（Philip G. Zimbardo）主编

的“麦格劳-希尔社会心理学系列丛书” 为基础，从中遴选出精品

（如《决策与判断》、《自我》、《亲密关系》、《态度改变与社会

影响》），并在更大的范围内，补充一些在近年来有广泛影响的社会

心理学新著。

十几年前，香港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彭迈克（Michael Bond）就曾

经说过：“心理学不幸是由西方人创建的，结果，西方的心理学研究

了太多的变态心理和个性行为。如果心理学是由中国人创建的，那么

它一定是一门强调社会心理学的基础学科。”确实，这门学科是我们

中国人有可能做得比其他国家的学者更好的心理学领域，因为我们的

文化几千年来就很强调人与他人、人与环境、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这

些关系正好是社会心理学关注的焦点所在。可惜时至今日，中国的社

会心理学并没有得到它所应有的关注。我们推出这套丛书的目的，一

方面是为了让国内有志于学习、研究和应用社会心理学的各界人士较

为系统地了解当代社会心理学的来龙去脉、重大发现以及最新前沿，



而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通过这套丛书，为推动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发

展以及提高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国际影响贡献绵薄之力。

彭凯平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教授

2004年9月



序

齐瓦·孔达是我在密歇根大学读研究生的师姐，我们都师从于美

国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理查德·尼斯贝特（Richard Nisbett）。在尼

斯贝特的门徒中，我们俩都有各自的特殊代表性。她是尼斯贝特的第

一个女性博士研究生，我是尼斯贝特的第一个来自中国的博士研究

生。在很多社会心理学家的活动中，我们都会被挑选出来，作为尼斯

贝特的学生代表而出席，因此我们成为了好朋友。

但齐瓦更是我非常敬重的社会心理学家。有些人让人敬重，是他

们的成就非一般人所能及；有些人让人敬重，是他们给我们带来的恩

典，我们感激他们对于我们的帮助；有些人让人敬重，是他们的人格

魅力，我们不知不觉中被他们感染而偏爱。齐瓦是集三种魅力为一体

的圣人。

她的成就是不容置疑的。她出生于 1955年6月13日，但因患癌

症，于2004年2月24日不幸英年早逝，短短50年的生命年华，她为社会

心理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她在研究生时期所从事的有关日常社会行

为的测量研究及日常生活中理性思维能力的培养，都发表在社会心理

学界公认的最权威的杂志上，是当时轰动一时的新突破。

她后来任教于加拿大著名的滑铁卢大学，一直从事社会认知的研

究，成为该领域的重要研究者。她拓展了社会认知研究的范畴。社会

认知是社会心理学在70年代初期的认知革命中兴起的一个重要研究领

域。在早期，它仅仅是指用认知科学和信息加工的方法来研究社会心

理过程的一种研究范式。它的基本假设就是人类的社会认识是以“认

知元素”如图式、刻板印象、各种思维启发式等形式存在于我们的大

脑中，并被我们在社会活动中加以提取和应用。这样的假设，使我们



能够对人的社会影响、社会认识、社会关系的过程作出具体的描述和

检验。但在齐瓦之前，社会认知的工作是比较“冷”的分析，不太关

心情感与动机对认知的影响。因此，她的有关动机化的推理研究，是

一项开创性的工作，证明了动机对人类思维过程的影响。在她去世之

后的2006年，美国实验社会心理学会决定授予她终身成就奖，以表彰

她对社会认知领域和动机化推理研究的特殊贡献。这是社会心理学界

的最高成就，是值得我们敬仰的业绩。

齐瓦还是一位热心公益的好人。多年来，她一直担任社会心理学

界各种杂志的编委和主编，不辞辛劳地为这一领域的研究者提供服

务。我的好几篇文章，都是她担任的编辑，给我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意

见和建议。1994年，我和师兄迈克尔·莫里斯写了一篇有关文化对归

因过程影响的文章，在投稿不到三个月之内就收到齐瓦热情洋溢的接

受函，并附有仔细认真的建议。我也做过心理学杂志的编辑，深知要

在三个月内给作者回复，一定是花费了很多的精力和时间，而且还要

发挥个人魅力及影响力。因为我们的审稿人都是特别忙的学者，要他

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对一篇论文做出评估，没有编辑的压力是很难让他

们完成评阅任务的。我想这样的影响力一定来自于多年的友情积累和

互惠互助，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齐瓦是大家都很喜欢的心理学家。

但齐瓦更重要的受人敬重的特质是她的宽容、谦和、善良的人格

魅力。多少年来她一直是滑铁卢大学最受欢迎的社会心理学家，她教

授的《社会认知》一直是该大学最受学生欢迎的课程。本书就是建立

在她的教学讲义基础之上，从内容到表述，每一处都可以透露出齐瓦

的敏锐和谦和，确实做到了文如其人。比如说，齐瓦·孔达对行为经

济学的描述及分析，我觉得是目前心理学教科书中最仔细、最认真，

而且来龙去脉最清晰的——毫不夸张地说，她甚至可能比行为经济学

的创始人卡尼曼（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阐述还要清晰。在

本书中，她还花了很大的篇幅介绍我在跨文化心理学中的贡献，平心



而论，我觉得甚至比我的阐述还要清楚。这表明，她是用心地阅读和

理解了其他学者的研究，而且以褒扬的风格给年轻的学者介绍社会心

理学的成就，这是她的善和爱心的体现。这也能解释为什么这本书会

成为美国及加拿大高校心理学专业最常用的社会认知方面的教科书。

明年就是齐瓦逝世十周年的纪念，能够在中国出版她的成名之

作，我想对齐瓦应该是一个最好的纪念礼物。如果齐瓦的精神还存在

的话，她一定会非常欣慰和快乐。

彭凯平

清华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及系主任



译者序

社会认知主要研究人们如何解释、分析、记忆和使用社会世界中

的信息，是社会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相结合的产物，它不仅对社会心

理学的一些经典问题进行了新的解释，也开拓了一些新的领域。不

过，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社会认知的理论和方法都属于所谓的

“冷”认知，只关注有关社会认知概念的表征和由此得出的推论。从

20世纪90年代开始，人们才开始对基于动机和情感的“暖”认知感兴

趣，将人的目标、动机和情感整合到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中去探讨社会

心理现象，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成果。

齐瓦·孔达（Ziva Kunda）在密歇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是加拿

大滑铁卢大学社会心理学教授，在社会认知领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特别是在动机性推理研究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孔达的《社会认知：

洞悉人心的科学》（Social Cognition:Making Sense of People）尽

管没有包括社会认知的所有内容，但却包括了当时社会认知研究的主

要研究主题，是对20世纪90年代社会认知研究进展的很好的总结，是

一本很有影响的著作。与其他著作相比，本书具有一些鲜明的特点与

特色。

首先，社会认知不是简单的信息加工过程，而是一个人构建意义

的过程。人作为社会世界的认知者，对于自己身边发生的新的社会事

件总在寻找其变化的原因，即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以此调整自己

的行为。人对社会事件的理解，并不是一种简单的信息加工过程，而

是一种构建过程，是社会事件呈现的信息与认知者相互作用形成个人

意义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认知者个人的目标、情感、自我

观、信仰和理论观都对社会事件的理解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对于



同一社会事件，两个不同的人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和反应。即使

是同一个人，如果他在不同的时间场合有着不同的动机、目标和情

感；那么，他可能在不同的时间场合对同样的情境有不同的理解。因

此，在本书中，孔达所指的认知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纯认识活动，而

是包括动机、目标、情感、自我等在内更广泛意义上的“大认知”。

其次，对影响社会认知偏差的各种因素和机制进行详尽探讨是本

书最大的特色之一。尽管我们关于社会行为的多数信念和理论是相当

准确的，对社会现象进行推理的一些规则经常是有效的，但人并不是

一个“完美”认知者，在社会认知中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认知偏差。造

成这些认知偏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些是由纯认知方面的因素造成

的，如不恰当的联想、刻板印象、启发式加工等；一些非认知方面的

因素，如期望、 情感、目标、心情、文化等是造成认知偏差的更重要

原因。另外，由于人的认知资源的有限性，在社会认知的过程中，人

是一个认知的“吝啬者”，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对于社会事件加工

都是根据经验的法则进行自动化、无意识的加工，这也是导致社会认

知偏差的重要原因。

第三，对于研究的主题，本书不仅阐述了研究的结果，也对研究

方法进行了详尽的说明。正如作者所言，普通人和心理学家一样，对

社会认知的本质都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只不过这些看法绝大多数是

建立在直觉的基础之上。人的直觉有时候很有用，但有时又会错得很

离谱，因此，对于那些没有研究证据支持的直觉应持怀疑态度。本书

的研究结论是建立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的，而不是建立在直觉的基础

上。鉴于不同的实验方法各有长短，作者对于研究方法的细节进行了

详细介绍，以便他人对这些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作出自己的判断。

总之，我们认为，本书特色鲜明，方法阐述清楚明白，结论科

学，内容生动有趣，是了解国外社会认知发展的重要窗口。本书不仅



适合于学习心理学专业、社会学专业的大学生作为专业教材，其他对

心理学感兴趣的人也可以把本书作为学习参考书或自学读物。我们相

信，所有关注社会心理学领域的人都会从本书受益。

全书译者及分工如下：第1章，周治金、周国莉；第2章，朱巍

巍、周治金；第3章，姚永松、王佩佩、周治金；第4章，肖力玮、周

治金；第5章，李瑞菊、周治金；第6章、第7章、第9章、第10章，朱

新秤；第8章，李瑞菊；第11章，冷海晶、周治金。另外，王伊兰、顾

嘉佳、宋专茂等人做过部分章节译稿的校对工作。感谢著名心理学家

彭凯平先生的信任，建议并推荐我们翻译此书！感谢责任编辑刘冰

云，为本书作了耐心细致的校对和编辑工作！

因水平有限，在翻译的过程中，尽管几易其稿，译稿中难免有错

译和不妥之处，望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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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绪论
我们是如何理解别人和我们自己的呢？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对自己所遇到的人和当时

的情境知道些什么呢？当我们试图去理解、预测或回忆他们的行为时，我们又如何利用这些

已有的知识呢？我们的社会判断是否完全由我们的社会知识决定，或者，我们的社会判断是

否受我们的情感和愿望的影响？

这些问题正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学科领域——“社会认知”的核心。社会认知以传统的

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为基础，并且受认知心理学的新观点和新方法的推动。这个领

域的研究者给予社会心理学中的一些经典问题以新的阐释，也努力开拓以前从未研究过的领

域。

背景

20世纪前半叶，行为主义研究取向在实验心理学中占主导地位，

它规定心理学家的研究只能关注那些可以直接观察的现象，如刺激和

反应。心理学研究的目标是寻找控制行为的规律，即发现环境中刺激

事件是如何影响行为的，特别是，刺激事件是如何成为奖励物和惩罚

物的。介于环境刺激和反应之间的心理事件被看做无关因素，心理过

程被认为是心理学家不能研究、也不必去研究的“黑箱”（例如，

Skinner，1963）。存在于知觉、判断和决策中的认知事件，在20世纪

60年代前则少人问津。

社会心理学家从未理睬行为主义学派的观点，认知一直都是社会

心理学理论和研究的中心问题（Markus & Zajonc，1985）。社会心理

学从早期就开始关注的一些核心问题——我们怎么形成对别人的印

象，我们如何解释别人的行为，行为和态度是如何联系的，如何解决

信念之间的冲突，人们的反应如何受偏见的影响——包含了非常复杂



的心理过程。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其认知成分，如信念

和推理。

因而，社会心理学家对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的认知革命，早就

做好了接受的准备。通过将人类对信息的加工类比为计算机对信息的

加工过程，心理过程是可以被理解和讨论的，由此引发了大量针对人

的认知结构和认知加工过程的研究，认知理论大量涌现。利用知识结

构、规则和计划等概念，认知心理学家对许多被行为主义学派视为研

究禁区的主题展开了研究。认知心理学最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已涉及

人们怎样学习和表征概念、怎样储存和提取信息，以及人们用什么规

则解决问题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对认知革命的分析，参见Thagard，

1992）。

社会心理学家很快认识到这些新观点和他们关心的传统研究内容

之间的联系。认知心理学中研究概念（如鸟或苹果）如何表征的理论

和研究方法可以非常方便地用来研究诸如外向性格者或图书管理员之

类的社会概念。比如，通过呈现字词如“银行”，看是否能在头脑中

自动激活相关词“金钱”这样的认知心理学研究方法，同样可以用来

检验是否看见一个非洲裔美国人就自动激活其大脑里与这个群体有关

的刻板印象。认知心理学研究发现，人们对不确定事件（如掷硬币）

的推理遵循某些规则，这可以应用到类似的不确定的社会事件中，例

如，一个人可能做出什么行为。这种启示导致了社会认知研究的大量

涌现，到20世纪70年代初，社会认知的研究得到了飞速的发展。

除了对信念和归因等认知成分的研究兴趣外，社会心理学保持了

其历史上对另外两个系统的研究兴趣——动机和情感。认知失调理论

是一个十分有影响的社会心理学理论，动机可以影响我们信念的观点

在认知失调理论中占据核心地位。认知失调理论的假设是：人们具有

一种缓解两个冲突信念间令人不愉快的紧张情绪的动机，它会促使人



们对其中的某个信念进行调整（Festinger，1957）。社会心理学的另

外一个重要的研究主线，态度及其对行为影响的研究，一直把情感看

做是态度概念的核心（Eagly & Chaiken，1993）。尽管动机和情感向

来都是社会心理学理论的中心，但这两个系统在社会认知的早期研究

中多少有些被忽视，因为研究者热衷于引入和扩展来自认知心理学的

观点，并且致力于探索认知结构和认知过程对社会判断的作用。直至

20世纪80年代末，绝大多数社会认知理论和研究方法都属于所谓的

“冷”认知，只关注有关社会认知概念的表征和由此得出的推论。近

年来，人们对那种基于动机和情感的所谓“暖”认知发生了兴趣，这

种研究取向引导社会认知研究者探讨目标、愿望和情感怎样影响我们

的记忆和对社会事件的理解。此类研究导致人们努力将认知、动机和

情感整合在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中。在本书中，我采用宽泛的“社会认

知”概念，包括那些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世界的各个方面——思想、

目标和情感，或者更专业地说，认知、动机和情感。

概览

本书对社会认知的研究回顾非常丰富和全面，包括一些广泛的问

题和不同观点；但也有一些统一的主题贯穿本书始终。其中最重要的

可能是，社会事件并不是简单展现在我们眼前，完整地显示其固有的

意义和内涵；相反，在理解社会事件意义的过程中，人起着非常重要

的作用，我们赋予它意义。我们对社会世界的理解不仅受我们的目标

和情感的影响，也受我们的观念、信仰和理论观点的影响。如果两个

人戴着不同的有色眼镜，他们对同一社会事件或情境会有完全不同的

理解。同样，被一个人看成是诙谐玩笑的评论，另一个人可能把它看

成是对自己的无礼和侮辱。同一个榜样，既可以鼓舞一个人，也可能

引起另外一个人的挫折感。一个冒险的行为对一个人来说就像有把握

取胜的赌博，而在另一个人看来则注定要失败。



这种差异有可能产生，因为同一个社会情境在不同的人身上可能

引起不同的联想。同一个女人，可能让一个人联想到其温柔的母亲，

而让另一个人想到其不友好的邻居。同一个非洲裔美国医生，可能唤

起一个人对非洲裔美国人的负面刻板印象，而唤起另一个人对医生的

积极刻板印象。同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情境，可能导致一个人努力追求

成功，而导致另一个人极力去避免失败。提到休假，可能引起一个人

快乐的回忆，而引起另一个人沮丧的记忆。同样的情境在不同的人身

上引起的不同思想、目标和情感可以导致他们产生对该情境形成不同

的解释；而且当他们置身于该情境时，可能就会有不同的行为。

即使是同一个人，如果他在不同的时间场合有着不同的思想、目

标和情感，那么他可能在不同的时间场合对同样的情境有不同的理

解。对于同样的推挤动作，如果我刚好想到暴力，我会把它看成是攻

击行为；但是，如果我正好想到打趣，我会把它看成是嬉戏。同样的

言论，当我相信的时候它就有说服力，当我不相信的时候它就无效

了。同一个人，当我心情愉快的时候我会觉得他很有趣，而当我心情

不好的时候我会觉得他很烦人。

这种意义建构活动中的大多数都是自动实现的。我们可能没有意

识到我们对另一个人的行为的理解受到刻板印象的影响，也受到此人

使我们想到了什么人的影响。另外，我们关于社会行为的理论、我们

当时的思想和情感、我们当时想追求的目标等因素，都会影响到我们

对别人行为的意义建构过程。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控制这种自动加

工过程，是当前极具争议的话题。其中的一个争议焦点是，我们是否

有能力压抑我们不希望有的负面刻板印象，以及防止这种刻板印象影

响我们对目标对象带有偏见的解释。

另一个贯穿本书的主题是，我们的社会知识和判断可能是错误

的。我们关于社会行为的多数信念和理论是相当准确的，我们对社会



现象进行推理的一些规则用起来也颇为有效。然而，我们也持有一些

错误的信念和规则，这会使我们误入歧途。我们可能对过去的行为和

态度的记忆并不准确，例如，我们可能认为从一开始就喜欢自己的室

友（实际并没有那么喜欢）。我们有可能错误地认识自己和他人行为

的原因，例如我们意识不到自己愤怒的言论是由于受到了挑衅，而不

是因为自己爱生气。我们可能弄错流行于同辈间的态度和行为，例如

我们可能认为许多朋友都喜欢喝烈性酒，但事实并非如此。没有正确

掌握相关的统计学原理，可能导致我们把偶然事件当成有意义的事

件。例如，我们可能将某位篮球运动员偶然的出色投篮表现，当作他

是未来明星的证据。我们可能对预测自己或他人将来行为的准确性太

过自信，例如，我们会预测目前两人的浪漫关系会天长地久，但结果

并不会这么好。我们可能正在进行一些探险行动，如果我们知道这会

有多么危险的话，我们就会避免这些危险的行为。

上面所提到的人们对事件的独特解释、错误的信念和思想等例

子，均会被本书中将要介绍的研究证实。我们建构事件的独特意义，

而这种建构意义的过程经常受到不恰当联想、信念和规则的影响；尽

管我们知道这种可能性，但是这并不足以阻止我们陷入我们不希望看

到的偏见和误区。不过，这可能使我们对自己的解释和记忆的准确性

保留一点谦虚态度，对不同的观点多了一点包容，在做判断和决策时

多了一丝谨慎。

贯穿本书，我所强调的不仅是在每个感兴趣的话题方面得出的结

论是什么，而且也强调这些结论是如何得出来的。为了评估我们针对

人类本质所做结论的可靠性，首先要理解我们是基于什么得出这些结

论的。普通人和心理学家一样，对社会认知的本质有自己的看法。你

随便拿一张报纸或一份杂志，其中充满了关于本书讨论的许多问题的

论断和推测。你可能看到媒体正在讨论，诸如目击证人记忆的准确

性，性别刻板印象会影响雇佣什么样的工作人员，决策者在多大程度



上被自己的兴趣所蒙蔽，或者日本儿童和美国儿童间的差异等话题。

然而，你所见到的一些主张可能得到实证研究的支持，而另一些主张

则完全是凭直觉。正如我在本书中所证明的，我们的直觉有时候很有

作用，但直觉有时也会很离谱；因而，对那些没有研究证据支持的直

觉应持怀疑态度。

本书中的结论是建立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的，而非基于直觉。不

同的实验方法各有短长，所以，我力图提供一些研究工作中方法方面

的细节，以便对这些研究所得出结论的普遍性与局限性有恰当的评

价。

概要

本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重点介绍社会认知的基本过程，这

部分回顾了概念表征、推理规则、记忆、“暖”认知和自动加工过程

方面的研究。第二部分集中讨论社会认知的三个基本主题：群体刻板

印象、关于别人的知识、自我。最后一章从跨文化的角度审视本书中

所讨论过的一些问题。

确定基本过程部分应包含哪些内容、基本主题部分应包括哪些内

容，这并不容易。大多数揭示基本过程的研究与三个基本主题之一有

关，而大多数针对三个基本主题的研究工作也揭示了认知加工过程的

基础。但是，我仍然决定用这种方式来划分章节，因为我认为，全面

理解社会认知的基本加工过程是理解那些基本主题的基础。因而在基

本过程部分，我呈现和讨论的每个研究，其重点放在解释这些研究的

基本过程，并给出了一个简短的说明，指出这些研究与基本主题之间

的关系。相反，在基本主题部分，我把许多基于不同认知过程的研究

放在一起，以便说明社会认知想要探讨人们对三个不同的主题——刻



板印象群体及其成员、他人和自我——是如何思考、感受和行动的。

最后的跨文化研究部分，涉及不同加工过程与不同主题的一些研究。

下面我将简单介绍一下本书的内容。

基本过程

第2章的重点是概念，也即思维的建造单元。该章提出，一些社会

概念如律师、外向性格、哭泣或政党，是理解社会世界的基础。这些

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遇到的社会事件和超越我们直接观察到的社会信

息，使我们思考这些事件并与别人讨论这些事件。这一章考察了人们

是如何表征社会概念的——我们是否预存着律师这一概念的定义及其

典型属性，以及有关概念的理论。最后，讨论概念之间相互关联的模

型，这类模型可以用来说明为什么思考一个概念时，可以影响我们对

另一个概念的思考。

第3章集中讨论人们是如何对不确定事件进行判断的。该章指出，

人们对于控制社会事件的统计规则有一定的了解，并能恰当地运用这

些规则。但是，人们在很多时候不是依靠这些统计规则，而是运用非

常不同的各种启发法，即经验规则，来做判断的。这一章回顾了人们

基于这些启发法对自己和别人做出判断时，会产生系统的偏差和错

误，也列举了影响人们运用统计规则，或者采用启发法来解决特定问

题的一些因素。

第4章首先讨论人们如何检验假设（简对人友好吗？）以及如何评

估相互关系（优秀的科学家能否成为一个优秀的老师？）。研究表

明，人们所用的策略会使自己产生系统偏差。人们有时倾向于证实他

们的假设，有时不能发现存在于事物间的联系，有时却发现那种根本

不存在的联系。该章在讨论了人们如何决定他们现在生活事件的真实

性后，再讨论人们是如何思考过去事件的真实面貌，并检验人们在不



同的情境下倾向于出现“如果……该多好啊”这样的想法，以及这种

想法是怎样影响人们的后悔情绪及相关判断的。

第5章讨论记忆。该章阐述了我们并不是严格按照事件发生的方式

准确地回忆它们，而是重构过去的事件。我们的回忆不仅会受我们当

前的期待、理论、目标和情绪的影响，也会受到事件发生时的心境影

响。因此，对过去事件的记忆可能并不准确。我们回忆出来的当时对

该事件的态度与我们现在对该事件的态度更一致，而不是过去对该事

件的真正态度。我们回忆出来的过去的情绪色彩与我们现在的情绪状

态更一致，而不是过去情绪的原貌。有时我们也可能弄错记忆的来

源，可能把想象的事件当成真实的事件，也可能把别人的观点当成自

己曾拥有的观点。

第6章讨论暖认知，即认知受愿望和情感的影响。该章首先检验了

不同目标对判断的影响。研究表明，企图产生特定结论的动机会误导

人们得出曾希望得到的结论。想得到准确结论的动机会引导人们为判

断付出更多的努力。接下来，该章检验人们的情绪对判断的影响。研

究表明，当我们情绪愉快时，我们对自己的汽车、上司、生活及许多

其他对象的评价比我们伤心时更积极。本章还探讨了我们的心境通过

何种方式使我们的判断蒙上感情的色彩。

第7章所回顾的一些事例说明，人们的很多判断和行为可能是自动

发生的，即不需要觉察、意图、努力或控制。研究表明，我们的判

断、情绪和行为会受我们并未意识到的一些因素的影响（因为它们在

知觉阈限以下），也受到那些曾经意识到却再也回忆不起来的一些因

素的影响。有些影响因素我们虽然能回忆起来，但我们并不清楚它们

如何影响我们的判断与行为。该章接下来说明，自动加工几乎不需要

努力，当我们因集中于其他任务而不能投入太多精力于这些事件的时



候，加工过程也能够不被打断地继续进行。该章描述了如何运用这种

观点来确定不同社会决策过程是否是自动实现的。

基本主题

第8章讨论刻板印象。首先检验了刻板印象产生的环境，以及刻板

印象对人们判断的影响。探讨了刻板印象是否为自动加工过程，以及

刻板印象是否依赖于个体的偏见程度。该章接着研究了什么样的人容

易让人形成刻板印象；描述了那些受歧视群体中的成员理解别人的反

馈信息时是如何碰到困难的；并讨论了当负面刻板印象及其相关信息

突出时，受歧视对象的表现会受到不利的影响。最后，该章讨论了群

体中的某些成员与刻板印象对其形成的看法不一致时，群体刻板印象

是怎样保持的。

第9章讨论人们关于他人的知识。该章首先指出，尽管人们能够相

当准确地知道拥有不同观点和行为的人的比例，但人们还是容易产生

系统偏差。有时人们夸大了别人观点与自己观点的一致性程度。有时

他们会错误地认为别人的反应与自己不同。该章接下来集中探讨了人

们关于其行为一致性的信念。尽管人们所表现的友好、忠诚和其他特

征在一定程度上受情境压力的影响，这些特征可能在不同的情境中有

非常明显的变化；但是人们错误地假定这种行为具有很高的一致性。

人们甚至从单一行为就去推断这些行为后面的人格特征。该章也考察

了产生这种错误观念的原因。

第10章集中讨论自我。这章描述了关于自我知识的内容和结构如

何影响人们对有关他们自己和别人的信息的理解和反应。接着讨论了

人们渴望接收那些能支持其自我概念的信息，渴望接收加强其自我观

念的信息；并进一步讨论了这两种愿望之间出现了冲突时（例如，负

面的信息倾向于支持个人关于自我的概念是不恰当的，而正面的信息



却加强其自我观念），又会发生什么事情。该章还检验了当个体考虑

他人的表现时，其自我知识是如何起作用的。别人取得的成就需要用

自己的成就为参照进行评估，反过来也一样，自己所取得的成就也要

通过与别人的成就比较来评估。该章最后讨论了人们调节自己的思

想、情绪和行为的能力。这种自我调节需要个体付出极大的努力，而

锻炼自我调节的能力具有适应性。

文化

第11章讨论社会认知中的文化差异。该章从比较东西方文化开

始。许多东方文化提倡自我是一种依存于他人、依存于错综复杂的社

会关系网的自我，而西方文化则主张独立的自我。这种差异与东西方

人不同的自我知识、对他人行为的不同解释方式和不同的目标有关。

该章接着讨论了美国北部和南部的文化差异，发现只有南方人拥有

“荣誉文化”，在这种文化中男人很注重保护他们的名声和名誉。相

对于美国北方人而言，为荣誉而战为更多美国南方男人所接受。面对

同样的侮辱，美国南方人的解释和反应比北方人更加消极。



第一编　基本过程

第2章　概念：社会知识的表征

人们依靠各种不同的概念来理解我们这个社会。在这些众多的概

念中，有些是关于人格特质方面的概念，如害羞、责任感；有些是关

于范畴方面的概念，如学生、非洲裔美国人；有些是关于社会事件方

面的概念，如一场葬礼。在这一章里，我将从概念的不同作用开始探

讨，例如概念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指导我们的社

会判断。当然，概念帮助我们进行判断的前提条件是它已经进入我们

的头脑。随后，我将要讨论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我们最近的经历、

个人性格和人生目标等因素是如何影响我们在特定情境中激活与使用

某些概念的。为了搞清楚人们是如何运用社会概念的，我们首先需要

考察人们是如何表征这些社会概念的。那么人们是否预存着关于“学

生”的不同定义，他们的一系列典型属性，或者与此有关的理论呢？

本章回顾了概念表征理论的发展，并描述了一些重要理论各自的优缺

点。另外，了解概念是如何组织的，以及各个概念之间有何联系也很

重要。本章将描述那些比较流行的、说明概念间联系的几个模型，介

绍这些模型是怎样解释当我们思考某一概念时，另一个概念也浮现在

我们的脑海里。举例来讲，如果你对律师的刻板印象是他们讲话时咄

咄逼人，那么，当你见到一位律师的时候就会想到攻击性这个概念。

如果这时你的一个朋友逗乐地调侃你几句，你就会认为这是一种侮

辱，而不仅仅是在开玩笑。

什么是概念



为什么那些主张男女平等的妇女很不愿意人们将她们称为女权主

义者呢？为什么美国那些社会福利部门改名为“就业中心”、“人才

交流中心”，或者是“家庭独立代理机构”（《纽约时报》，1998年7

月5日）？这种名称的变更和围绕术语的争论并不少见。让我们来思考

这么一种情境：一个巴勒斯坦人在一辆以色列公共汽车上放置了一枚

炸弹并成功引爆，炸死了许多平民。是应该称这个巴勒斯坦人为恐怖

主义者呢，还是应该称他为自由主义战士？这是一个极有争议的问

题。或者让我们换一个例子，一个6岁的男孩吻了他女同学的脸颊，我

们是把这种行为看做一种性骚扰，于是就像北卡罗莱纳州的列克星敦

市的校长一样，处罚那个叫Jonathan Prevette的小孩，一天不准他上

课；还是把这种行为看做孩童间的嬉戏，他仅仅是模仿自己父母的行

为而已呢（《纽约时报》，1996年9月27日）？

上述这些例子表明，我们需要寻找一个最合适的概念，以便能够

最好地描述一个客体、一个人或一个行为。概念是认知这座大厦的基

石，一个概念就是一个范畴的心理表征，也就是说，我们认为可以归

为一个范畴的那些客体（Smith，1990）。稍后，我们将回过头来讨论

这么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使我们把一组对象或一群人联系起来

并归为有意义的一类。现在，我想着重指出的是，概念就是我们头脑

中对这种范畴的表征；包含我们对于范畴及其成员的知识。举例来

说，我们关于“律师”这一概念就包含我们认为能将这些人联系起来

的共同属性（如聪明的，爱争论的）；并包含解释这些属性之间的联

系，以及这些属性如何形成一个整体（肯定很聪明而且上过法学院）

的理论；还包含我们所认识的某个律师的形象（如电视里的律师的形

象，或是我们买房时接触到的律师的形象）。概念并不必然表征客

体、人群或情境具体是怎样的，它只是反映我们头脑里认为这些对象

是什么。有些概念，如一只苹果或一次演讲，可能比较明确；而有些

概念，如图书馆管理员或蜜月旅行，可能就不那么明确了。概念并不

是正好“抓住本质”，将一些客体、一群人或一些事件归类成有客观



意义的范畴。许多概念本身就反映着我们对于如何分组或归类才是最

有意义的一种理解。人们可以很容易地按照肤色对人进行归类，就像

按照鞋的大小分类一样。正是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理论，才使得这种

按肤色对人进行的分类方式变得更有意义。

心理学家采用了许多不同的术语来表述“概念”这个词。其中有

一些术语使用得非常普遍，能指代任何概念。这些术语包括心理表征

（mental representcotions）、知识结构（knowledge structures）

和图式（schemas）。有些术语针对表征性质做一些特定的假设，如原

型（prototypes）和框架（frames）。其他一些术语则指一类特定的

客体，包括事件的脚本和各类人物的刻板印象。在社会心理学家那

里，使用频率最高的表述心理表征的词汇是图式。然而，不同的研究

者却赋予这个词不同的涵义。大多数心理学家运用的是这个词最普遍

的意思，即图式可以与概念和心理表征互换使用。但另外一些心理学

家认为图式也包含关于心理表征性质的特定假设。因为人们对表征的

性质目前还存在很大的争议，所以在本章里，我将选用“概念”

（concept）这个最简单、最通用的词汇，这个词对表征的内容或表征

结构没有任何特定的假设。

概念的功能

假如没有概念，那么我们这个世界会变得单调乏味；我们将无法

准确地知道我们周围的海量信息的意义；我们将无法从一种经验归纳

概括到另一种经验上去；我们将无法同他人进行有效的沟通。例如，

你可以想象一下：你去参加一个婚礼，而你又对一些关键概念，如婚

礼、新娘、侍者、舞蹈、摄影师和礼物等不甚了解，那么你将感到迷

茫而不知所措。



概念的一些关键功能有：分类、推知概念额外属性、引导注意和

解释、交流及推理。

分类

我们一旦碰到某些客体、人物或某些行为，我们会很自然地把它

们归到某一特定概念中去。在通常情况下，我们所做的这些分类都是

自动完成的。我们只会报告说见到了一只香蕉，而不会说我们见到了

一个有黑色条纹的长长的黄色物体。同样，我“见到”警察和乞丐，

害羞行为和助人行为，有人高兴得手舞足蹈而有人愤怒得跺脚大吼

（Trope，1986）。正因为分类可以让我们把不同的客体看做同一类，

可以让我们运用有关范畴的知识就能了解这一范畴中成员的意义，所

以它才显得如此重要。正因为我们脑海里有“医生”这个概念，我们

才能很清楚地知道他为什么要挂个听诊器；正因为我们脑海里有“助

人为乐”这一概念，我们才能很清楚地知道为什么有人主动地帮一位

老人提东西，并能了解这一行为背后的深层涵义。

推知概念的其他属性

当我们把一个实例归入到某一个概念以后，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

概念，了解这个实例的其他信息（Bruner，1957）。当我们把一个动

物归入“狗”这个概念，那么我们就可以设想这只动物会吠叫和撕

咬。当我们把某人归类为医生后，我们就可以认定这个人受过良好的

教育并且有不菲的收入。当我们通过一个病人的症状将其归类为抑郁

症患者后，临床医师就可能假定这个病人随时有自杀的危险，认知治

疗和药物治疗相结合可能较为恰当。正因为概念能够使我们超越已有

的信息，所以，激烈的政治争议经常就是在纠缠概念：如果我们把一



个人归入到自由战士中去，那么我们就可以假定这是一个高尚的人、

一个英雄；如果我们把他归为恐怖分子，那么我们就可以认定他是一

个卑劣的人、一个杀人犯。

引导注意和解释

概念为我们理解输入的信息提供了一个框架。当你进入教室，那

么诸如讲演、教授、学生的概念就可以让你知道接下来将要发生什

么。如果没有这些概念，师生间的互动就会显得那么奇怪。我们通常

是在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文化环境中，发现没有任何线索能帮助我们

了解将要发生什么的时候，才会意识到我们是如此依赖于概念。

概念不仅能帮助我们识别所碰到的客体、事件和人物，而且能让

我们的现实生活多姿多彩。人们如果运用不同的概念理解同一事件，

那么就有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看法和理解。这一点在现实生活中是千

真万确的，因为社会现实中的许多行为和人际关系情景都是模棱两可

或模糊不清的。对于同一行为，如果我们透过不同的概念去看待它，

我们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解释；所以我们运用一些概念去理解社会现

象时，这些概念可以帮助我们从多种可能的意义中选择一个最适合解

释当前事件的意义。当我们看到一位妇女在葬礼上哭泣，那么我们就

会认为她是由于悲伤才哭泣的；而当我们看到她在婚礼上哭泣的时

候，我们有理由认为此时此刻她流下的是幸福的泪水（Trope，

1986）。同样的道理，当我们看到一个白人推了别人一把后，我们认

为这是一种表示友善的行为；而当同样的动作发生在一个黑人身上

时，我们就有可能认为那是一种暴力行为了（Sagar & Schofied，

1980）。



概念的这种解释功能是社会认知领域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当我

们观察这个社会时，我们不是简单地观看客观现实如何在我们的眼前

展现；我们会参与其中，塑造着我们自己的现实。我们理解社会世界

时所采用的概念，决定了我们会从中撷取哪些（种）意义。

当输入的信息可以通过一系列相关的概念很容易进行解释的时

候，我们不会注意看起来似乎是无关的某些知觉信息，而会去关注那

些行为背后的深层涵义（von Hippel et al.，1993）。例如，我们可

能注意到亚历克斯推了约翰一把，但是我们不会注意亚历克斯那时穿

的是什么衣服，或者他究竟触碰了约翰的哪一个部位。

概念可以帮助我们快速、方便地确认各种不同的对象，引导我们

注意一些相关的信息。概念的这些功能极其重要，凭着这些功能，概

念才可以帮助我们简化认知过程；减少我们为认识这个世界所需付出

的努力；于是就可以释放出一部分宝贵的认知资源，用于那些紧迫

的、需要进行判断的任务（Macrae， Milne， & Bodenhausen，

1994）。概念还有助于我们理解那些看来似乎毫无意义的行为和事件

的意义。然而，概念也有其负面效果。概念可能会让我们误读信息。

概念引导注意时，我们所忽略的一些看似无关的细节可能恰恰是重要

的信息。当我们用刻板印象去解释人们的行为时，概念的负面作用特

别令人不安，因为它将导致某些偏见和歧视（详见第8章）。

交流

有了种种概念，那么我们就可以有效地与他人进行交流。事实

上，我们在日常交流中就是运用各种不同的概念来理解别人说了什

么。举例来说，如果你问我“你跑什么啊？”，我回答说“我见到一

条可怕的蛇”，这就是一个涵义很丰富的回答。你通过过去积累的关



于蛇的知识，就能知道那条蛇会对我做些什么，并且明白我为什么要

跑。正因为有了概念，可以使交流者省略许多交流双方都知道的细

节，所以显得双方的交流是那么的有效率。但是，当交流双方的头脑

中有完全不同的概念，或者双方对于同一概念的理解不同时，概念也

会让人在交流中产生误解。

推理

概念是思维的组成成分。我们可以运用许多现有的概念来形成新

的概念，用来描述新的客体和新的情境。例如，我们可以通过“受过

哈佛大学高等教育”和“木匠”及一些相关的概念，就可以理解“哈

佛毕业的木匠”这一新颖的复合名词。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认为

这个人是聪明的，可以接受并完成哈佛大学的学业，同时他又不是一

个物质主义者，这样他才会选择去做木匠，而不是想办法去谋得一份

薪水丰厚的工作（Kunda，Miller，&　Claire，1990）。

激活概念

在某种特定情境下，出现在我们头脑中的概念对于我们如何理解

所碰到的人和事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于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课

题产生了：在特定的情境下，是什么因素引导我们激活并使用概念

呢？为什么同一个人面对类似的情境，在不同的场合下会激活不同的

概念？例如，为什么我会认为约翰的微笑是表示友好，而埃德的微笑

是表示谦卑呢？在相同的情境下，为什么两个人会分别激活两种不同

的概念来理解同一行为表现呢？再例如，为什么有些人将“不”仅仅

理解为“不”的本义（不行、不好等），而有些人把“不” 理解为

“要”（于是更加努力）？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特定情境下，概念

的激活取决于刺激信息、观察时的背景和观察者等多种因素。



刺激特征

毫无疑问，刺激的特征决定了什么概念会被激活。很难想象见到

一个满脸皱纹的人会激活 “年轻人”这一概念，或把一个非常有活力

的行为描述成“退缩”。这个问题目前很少有人关注，也许是这个问

题太过明显，或者是由于社会心理学家并不想简单地研究刺激特征，

而是更多地关注知觉者的哪些方面、哪些刺激条件会影响到概念的激

活（Higgins，1996）。当刺激可以由多个概念来描述的时候，刺激特

征的影响就表现得较为突出；因为这些刺激具有多种意义，或者刺激

可以归入多个范畴。

突出性

情境使一个人某些方面的特性比其他人显得更为突出。一个人的

某个特性与众不同时，那么这个特性就会激活相关的概念。在屋里有

一群人，那个唯一的黑肤色的人就会很容易地被归入黑人这个范畴。

人们也更有可能采用有关妇女的社会刻板印象来看待屋里那个唯一的

女士（例如，Biernat & Vesico，1993；Taylor et al.，1978）。突

出性特征的作用还表现在它能影响我们用何种概念来描述我们自己。

儿童更有可能采用那些能把他和他的同学区分开来的属性描述自己。

例如，在一个男生占少数的班级中，当那些小男孩被问到“告诉大家

关于你的一些情况”时，他们会更多地提到他们是男孩（McGuire &

Padawer-Singer，1976）。

启动



假如你在读一篇关于种族关系的文章，那么你脑海里极有可能浮

现出一个黑肤色的非洲裔美国人，而不会浮现出“妇女”、“医

生”、“朋友”等这些概念。假如你脑海里刚刚浮现出一些有敌意的

行为时，很有可能认为一个声称不给他租的公寓粉刷就不付房租的人

是具有攻击性的，而不是“公正的”或“自信的”（Srull & Wyer，

1979）。在这两个例子中，特定的概念（非洲裔美国人，攻击性）被

启动了，也就是说，最近经验使这两个概念的意义更易浮现。所谓启

动（priming）是指过去的经验或程序使头脑中特定的概念（或知识结

构）得到激活（Higgins，1996）。

在Tory Higgins和他的同事们开创性的研究之后，许多社会心理

学家已经反复验证了：被激活的概念极有可能被用于解释新的信息，

甚至于用来解释一些不相关的情境（例如，Higgins，Rholes，&

Jones，1976；Higgins & King，1981。综述参见Higgins，1996）。

有许多不同的程序被用来启动一个概念，这些程序包括：让被试阅读

有关某个概念的同义词，或要求他们整理出与概念相关的一系列句子

（例如，“腿，打断，胳膊，他的”对应于概念“攻击性”）；或者

让他们无意中听到一段与概念有关的广播。随后，在一个表面上看似

无关的上下文中通过判断任务来检验启动效应。

现在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一些人格特征如“攻击性”、“鲁

莽”，或者诸如“非洲裔美国人”和“老年人”这样的刻板印象被启

动后，会影响我们随后对一些相关的、模棱两可行为的解释。例如，

被试阅读一段描述一个人可能具有攻击性的模棱两可的文章，那些先

前受到“攻击性”这样的词汇或句子启动的被试，或者受到有关描述

“非洲裔美国人”的词汇（社会普遍流行他们具有攻击性这种刻板印

象）启动的被试，更倾向于将这个人评价为“有攻击性的”（例如，

Devine，1989；Srull & Wyer，1979。综述参见Higgins，1996）。在

无意识情况下也可以获得启动效应。向被试快速地闪现一些单词，速



度快到被试根本无法看出任何单词，然而，他们的判断却受到刚才一

闪而逝单词的影响。例如，在知觉阈限下快速呈现一些有关攻击性词

汇，或者有关非洲裔美国人负面刻板印象的词汇，虽然被试不曾有意

识地看过单词，但是被试倾向于将随后那些可能是攻击性的、模棱两

可的行为，评价为更具攻击性。（例如，Bargh & Pietromonaco，

1982；Devine，1989；参见第7、8两章）。

人们的态度或情感也可以启动一个概念，而这个被启动的概念会

在随后的判断中起作用。例如，在一般情况下，一半人会把“特雷莎

嬷嬷”当做一名人道主义者，另一半人会把她当做天主教的修女。然

而，如果人们先前被问到有多么喜欢天主教修女的话，那么接下来，

他们就会更倾向于把她当做一个天主教的修女而不是一名人道主义者

了（Smith，Fazio，& Cejka，1996）。这种情况不仅仅是由概念的激

活引起的，因为仅仅由概念的激活（如要求被试确定对象具有生命还

是非生物）是不能得到上述具有明显对比性的结果。我们更倾向于使

用那些能够唤起我们强烈情感体验的概念。当我们想到我们喜爱的一

个范畴时，我们对那个范畴的情感很容易被激活，于是我们在判断中

就倾向于使用表征这一范畴的概念了。

长期通达性

每个人总有那么几个概念是长期通达其意义又可随时拿出来应用

的。例如，如果“智力”这个概念是某人长期通达的概念，那么这个

人则倾向于将不同的人区分为“聪明的人”或“愚拙的人”，将人们

的行为区分为“明智的行为”或“愚笨的行为”。对另一个人来说，

如果“性别”是其长期通达的概念，那么他就倾向于将人区分为“男

性”与“女性”，将人的行为区分为“阳刚”与“柔美”。当概念被

用来自我定义（描述）且非常重要时，或者概念明确地用来描述他人



的时候，概念倾向于长期得到通达（Higgins，King，& Mavin，

1982；Markus，1977）。长期通达的概念会影响到个人对他人的理

解：如果一个人长期通达的概念是“男子气概”，那么他就会运用这

一概念看待别人的行为；如果另一个人长期通达的是“羞怯”这个概

念，那么他极有可能将某一模棱两可的行为看做羞怯行为（Bargh et

al.，1986；Markus，Smith，& Moreland，1985）。正因为不同的人

长期通达的概念不同，所以两个人就算进入完全相同的社会情境中，

也会从此情境中理解到不同的意义。

目标

人们在实现其目标的过程中也许会激活或抑制某些特定的概念。

有时，你欲蔑视某人，也许是因为这个人在某些方面曾经冒犯过你，

或者是因为你觉得在某方面有缺点、感情容易受到伤害，于是你就想

起用这种方式来显示你比那人优越。假如此人是某一负面刻板印象团

体中的一员，那么你有可能激活并运用这个团体的刻板印象来蔑视他

（或她）。有证据表明：当人们输给了非洲裔美国人（黑人）或者犹

太人，或者是受到这两个团体中某个成员的批评，那么这些人就会激

活并使用关于这两个种族的消极刻板印象来蔑视那些击败或批评过他

们的人（Fein & Spencer，1997；Sinclair & Kunda，1998）。当人

们想表现其公平性，或者想避免侮辱某个种族中的成员之时，人们就

会压抑并且不使用那些关于该种族的消极刻板印象的概念（Devine，

1989；Kunda & Sinclair；参见第8章）。

概念的结构

概念在头脑里是如何表征的？这个问题引发了无数的研究，但还

有许多重要的问题尚未被解决。在过去的数十年中，心理学家对于概



念的理解有了很大的转变（Medin，1989）。第一次转变是从概念的经

典观点到概率观点，即从概念是由一组充分必要的定义性特征组成

的，转变为概念并非是由定义性特征组成的，而是由一组松散的代表

性特征组成的。第二次转变是心理学家认识到一组没有关联的特征并

不能充分地描述一个概念，概念还包含有丰富的因果信息。

概念的经典观点

直到最近，绝大多数的哲学家、语言学家和心理学家才在概念表

征的经典观点的表述上达成一致（Smith & Medin，1981）。这种经典

观点的核心假定是，概念由一组必要且充分的属性所定义。例如，我

们可以用一组属性来定义学生这一概念。一个人只有具备了作为学生

的所有属性，他才能被当作一名学生；任何人，只要他具备了学生的

所有属性就是学生。这种观点恰好同我们的直觉是一致的。绝大多数

人都认为可以用这种方式定义任何概念。事实上，从亚里士多德时代

直到20世纪中叶，许多不同学科的学者都认为这种经典观点是正确

的。然而，近几十年来，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分析的焦点和心理学家研

究的焦点都在于概念是如何表征的；在这种情况下，概念的经典观点

就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对经典观点的评价

Medin（1989）总结了经典观点存在的几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其中

包括：

1. 确定定义性特征时存在困难。尽管我们认为可以对概念下定

义，但事实上，对大部分概念来说，找出定义其充分必要的属性是很

困难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1953）在其现在看来非常著名的关于



“游戏”定义的探讨中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什么是定义“游戏” 的

充分必要属性呢？事实表明，不同的“游戏”本身就有不同的属性。

有些游戏是竞争性的，有胜利者和失败者；还有一些游戏如抢椅子就

不会有很强的竞争性。有些游戏如蛇爬梯子含有运气的成分；而其他

一些游戏如下棋，则需要技巧；还有一些游戏如打扑克，则包含上述

两种因素。许多游戏都含有娱乐的成分，即使在某种游戏中没人能从

中得到快乐，但这也不会妨碍我们把它看做一种游戏。同样，有些游

戏可以一个人玩，有些游戏则需要搭档，还有一些游戏需要很多人在

一起玩。简而言之，列出一组所有游戏都含有的且符合概念的经典观

点那样的定义性特征是不可能的。同时我们应该明白，这种问题并不

仅仅出现在“游戏”这一概念中。尽管运用经典观点可以对许多代数

和几何概念下定义，例如奇数或三角形等等，但绝大多数概念，即便

是专家也难以找到给其下定义的充分必要属性。

2. 成员的代表性不同。在经典观点看来，任何实例都应该能够

明确地归入某个范畴，如果一个实例具有某一概念所要求的充分必要

属性，那么它就是该概念的一个成员，反之就不是。所有实例都能同

等程度地反映其概念，任何一个三角形同其他三角形一样，它们都含

有那些充分必要的定义性特征。但认知心理学家Eleaner Rosch的开创

性研究表明，实际上人们认为某类范畴中一些成员比其他成员具备更

好的代表性（Rosh & Mervis，1975；Rosh，Simpson，& Miller，

1976）。例如，我们认为知更鸟与鸵鸟或鸡相比，更能代表鸟这一概

念。Rosch和他的同事及其许多后续的研究者分别用不同的实验技术验

证了这一点（综述参见Smith，1990）。这些研究方法包括：

成员代表性评估。让被试对一个范畴（鸟）中的一个具体实例

（知更鸟）的代表性进行评估。在这种评估性实验中，人们通常会倾

向于把某些实例评估为更具代表性。例如，苹果和梨被认为是典型的



水果，葡萄干和无花果的代表性就要差一些，而南瓜和橄榄就不具代

表性了。

反应时研究。在实验中要求被试尽快地通过按键判断某一实例

（知更鸟）是否为范畴（鸟）中的一个成员。统计那些正确反应的反

应时间，结果表明人们判断那些代表性高的成员（如知更鸟或燕子）

的速度远远快于那些代表性低的成员（如猫头鹰或秃鹰）。

实例列举研究。要求被试列出某一范畴的所有成员，被试倾向于

首先列出那些更有代表性的成员。

总而言之，由上述研究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范畴成员的代表

性是不一样的，然而按照经典观点的看法，它们的代表性应该是一样

的。我们认为范畴的某些成员更具代表性，并且可以有效地对这些成

员进行归类；另外，当我们思考某一范畴并寻找它的实例的时候，这

些更具代表性的实例会更为迅速地浮现在脑海里。社会心理学家Nancy

Cantor和Walter Mischel引用了这一观点，认为这个观点在社会性范

畴中也同样适用（Cantor & Mischel，1979）。假如面对一群性格外

向的人，我们会把其中的某些人当做性格外向的“更好”代表。后续

研究表明，许多其他的社会性概念也存在代表性差别。例如，当我们

思考“爱”这个概念的时候，在一系列行为和情感中我们认为“信

任”和“关心”比“思念”和“愉悦对方”更能体现和代表“爱”的

核心意义（Fehr，1988）。

3. 难以分类的实例。假如概念的经典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我们

将某些实例归类到某一范畴就不应该有任何困难，我们所要做的仅仅

是核对实例表现出来的定义性特征。事实上，我们还是经常碰到一些

不知如何进行分类的实例。例如，黑板是家具吗？一个人整天打工但

又能同时完成他的课程学习，他是一个学生吗？这两个让我们感到困

惑的例子说明，我们对概念的分类并不是依靠清晰的定义来完成的。



由于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心理学家对经典观点能否解释概念表征

逐渐失去了信心；概率观点则取而代之。

概率观点

首先对经典观点发起抨击的是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他也为概念的

概率观点打下了基础（Wittgenstein，1953），心理学家则紧随其

后。依据概念的概率观点，一组具有代表性的特征可以描述概念，但

不足以定义概念。例如，鸟类的典型特征是会飞并在树上筑巢，鸡虽

然两者都不具备，但它却属于鸟类。维特根斯坦用“家庭成员间的相

似”来类比范畴成员所具有的相似性。每一个家族成员会有许多共同

特征：蓝眼睛、卷头发、胖脸蛋、害羞等等。在一个家庭中并不是每

一个成员都具备所有这些特征，事实上也不可能有哪个成员具备所有

共同特征，但某些成员比其他成员含有较多的“家庭特征”。同理，

每个范畴成员间有相似的地方，但是概念并不能用一组必要的定义性

特征来界定。这是因为范畴本身就是模糊的，没有一条很清晰的边

界，所以也就很难加以界定。

概率观点认为，当我们考察某一实例是否属于某一范畴的时候，

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比较两者之间的相似性程度。当实例与范畴之间的

相似性超过某一临界水平时，我们就可以将该实例归入这个范畴。正

因为相似性在概念分类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所以有必要明确说明

如何对相似性进行评估。关于相似性的传统理论认为，相似性程度是

随着实例与范畴间相同特征数量的增加而增加，随着实例独特性特征

的增加而减少（Smith，1990；Tversky，1977)。举例来讲，为了判断

简是不是一个性格外向的人，我们把她同其他我们已知的性格外向的

人、或者一些抽象的外向性格表征进行相似性程度评估。我们比较简

的性格特征和那些我们认为属于性格外向的特征。我们对性格外向的



表征包括如下特征：“友好、健谈、交友广泛、喜欢与人交谈、在社

交场合处之泰然、经常参加晚会”。简拥有的上述特征越多，那么与

我们对“性格外向”的表征就越相似，因此也就更有可能被归类为

“性格外向的人”，反之亦然。

支持概率观点的证据

那些用经典观点难以解释的问题，用概率观点就很容易解释。根

据概率观点，成员是否属于一个范畴，只是一个程度的问题，而非

“是”或“否”这么泾渭分明。某一实例与范畴有越多的共同特征，

那么与其他实例比起来，它就显得更“好”，更具代表性。假如某一

实例与范畴的相似性程度处于临界水平附近，那么人们就无法确定是

否该把这个处于边界的实例归类到某个范畴中去。

Rosch和Mervis（1975）的实验结果强有力地支持了概率观点。他

们的实验表明，当要求被试判断某些成员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范畴

时，实例与范畴享有的共同特征数目越多，判断该成员的代表性程度

就越高；两者之间的相关很高。只有那些与范畴有着最多相似性特征

数目的实例才被当做最具代表性的成员。像知更鸟这种代表性很高的

鸟与企鹅那种代表性很低的鸟比较起来，前者比后者具有更多的典型

特征。Cantor 和Mische（1979）的研究表明，概率观点同样适用于社

会范畴。例如，就“性格外向”这个概念而言，某个人被认为是“性

格外向”的人，是因为与其他人相比他的特征同“外向性格”这个范

畴的特征有更多相似之处。

在概率观点中，形成范畴的方式有两种：

原型说。原型说认为人们拥有一个范畴的表征集，即原型。原型

包含从范畴成员中抽象出来的一组特征。例如，鸟的原型就包括了一



系列特征，如会飞、啼鸣、生蛋、体形较小、在树上筑巢和吃昆虫

（Smith，1990）。当判定某一生物是不是鸟时，人们通常会把它同上

述特征集相比较而不会去同一只具体的鸟做比较。同理，人们对个体

进行分类时，会根据该个体与抽象表征集或某个范畴的刻板印象的相

似性程度，来决定他是不是学生、性格外向的人或美食家，而不会根

据他与范畴中某个具体成员的相似性来做出决定。

样例说。样例说的观点与原型说恰恰相反，这种观点认为范畴是

由一系列样例或范畴成员来表征的。按照这种观点，一提到概念，在

我们头脑中浮现的将不是抽象的表征集，而是一组具体的实例。例

如，Smith和Zarate（1992）认为那些对黑人抱有偏见的白人并没有关

于黑人的所有负面刻板印象。相反，在他们脑海里只有几个具体的关

于黑人犯罪的样例，并以此来判断他们新碰到的其他黑人。一般而

言，人们没有刻板印象的抽象表征，也没有任何其他的概念。事实

上，他们就是靠一组特定的范畴成员形成某个特别的刻板印象，并且

往往在不同的场合想起不同的实例。于是，在判定某一实例是否属于

某一范畴的时候，判定的依据是比较那个实例同想到的一组范畴成员

间的相似程度，而不是同抽象表征进行比较。

原型说还是样例说？概念到底是由抽象的原型来表征的，还是由

一组具体的样例来表征的呢？至今尚无定论。许多研究表明，两种表

征的方法对概率观点来说似乎都可以成立。例如，我们可能意识到了

在范畴的成员中，被当做最具代表性的成员往往是那些与范畴有着最

多共同特征的实例——知更鸟同企鹅比起来含有更多的鸟类特征

（Rosch & Mervis，1975）。研究表明，不管是按照原型说的观点

（考察知更鸟是否是鸟，把它与鸟的抽象特征集进行比较，看看其相

似性程度），还是按照样例说的观点（把知更鸟同其他许多具体的鸟

如燕子、秃鹰、鸡等一一进行比较，然后再判断相似程度），都是可

行的（Smith，1990）。



每个观点都有一些实验证据的支持，而换做另一个观点却难以解

释这些实验证据。支持原型说的研究表明，人们在判定一个群体究竟

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时，一般不会受他们所记得的那个群体中具体成

员的影响（Park & Hastie，1987）。该研究表明，人们往往会对群体

中具体成员的形象进行抽象表征，因此并不需要回忆起某个具体成员

就可以判定该群体是个什么样的群体。这个研究对样例说提出了挑

战，因为样例说假定群体这个概念并没有抽象的表征，因此判定某一

群体就需要回忆并找出其中某些成员的属性。当然，也有来自其他方

面的证据支持样例说，有研究表明，回想起来的样例确实会影响到对

该群体及其成员的判断。例如，当人们想起某些腐败的政客时，就倾

向于认为那些从政的人都不可信（Schwarz & Bless，1992）。当我们

评价运动员的时候，假如脑海里突然浮现出某个足球明星的形象，那

么这个足球明星的印象就会影响我们的判断（Gilovich，1981）。

上述两种理论都有各自的市场。绝大多数该研究领域的专家都倾

向于综合上述两种理论的观点，认为人们不仅仅存储关于概念的抽象

性表征，还会存储其中的一些特定的实例（如Fiske & Taylor，

1991；Hamilton & Sherman，1994；Smith，1996）。按照这种观点，

我们判断一个新碰到的人是不是学生的时候，首先会通过学生的抽象

表征对这个人做一个整体的判断，接着再把他与我们记忆中的一个或

多个学生的样例进行比较。虽然我们在评价学生的时候会发现许多相

同的地方，但是一个后进生和一个获得奖学金的优秀生在我们的印象

里还是有很大不同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原型说和样例说都有一个共同的核心假设，

两者都认为分类基于实例和范畴的相似性程度。两者的区别仅仅在于

这种相似性程度的判断是基于实例与范畴的抽象表征之间比较，还是

与一组具体成员之间的比较。概率观点过于强调相似性，这一点成为

其受到批评的靶心，人们开始对该理论持谨慎态度。



对概率观点的评价

概率观点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它能解释很多现象。基于这种

理论，研究者们创造了一些精确测量相似性程度的方法，并用来测量

实例与范畴间的相似性程度；通过这种测量我们可以预测实例对范畴

的代表性程度。反过来，通过对代表性程度的判断，我们就可以预测

分类判断的一些重要信息，如反应速度和准确性（Smith，1990）。这

种精确测量和准确预测的能力极具价值。假如我们知道了一个范畴的

属性，那么我们就可以运用这种理论对新实例的分类进行预测。例

如，如果我们能够确定海关官员辨认走私犯的一系列特征和行为表

现，那么我们就能预测哪个人最可能在边境检查站上停下来接受检查

和盘问。如果我们知道大学教授所看重的作为研究生的一系列属性

（特征），那么我们就可据此来预测哪些学生可以进入研究生院进行

深造。

概念是由一组代表性程度不同或联结强度不同的属性所表征的，

这一观点对社会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现在绝大

多数研究者的兴趣在于，通过列出与刻板印象有关的一系列属性，来

评估人们的社会刻板印象（Stangor & Lange，1994）。例如，人们对

于黑人的一种社会刻板印象是：他们是充满敌意的、贫穷的和富有音

乐才能的（Devine & Baker，1991）。同样人们对于别人的印象通常

是一组关于他们的人格特质、行为和态度等属性的表征。例如，对于

一群学生的印象通常可以由下面一组词汇进行描述：聪明的、把头发

染成了粉红、能察觉他们的错误（Park，1986）。人们对于人格特质

的表征也概念化了，并且用一组行为来测量。例如，“乐于交际”的

人格特质，我们用这样一组行为对其进行描述：愿意主动去结识别

人、在晚宴上讲笑话活跃气氛，并且喜欢扎堆学习（Buss & Graik，

1983）。总之，社会概念常常是用一组互不相干的属性来表征的。



对概率观点的广泛接受，导致了临床医师修改了指导诊断的重要

文献，即《精神疾病的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该书1968年的版本

（DSM-II，美国精神病学会）还尝试对各类疾病进行定义。例如，该

书把抑郁症定义为一种由内心冲突或特殊事件（如失去了至亲或至爱

之物）所引起的极端的抑郁性反应（p.40）。到了1987年，概念的概

率观点已经深入人心了。在那年的新版本中，该书（DSM-IIIR）就不

再尝试对“疾病”下定义了，取而代之的是把心理疾病的典型症状描

述出来，在后续的1994年的版本（DSMIV）中采用了相同的方法。在这

几个版本中，对于抑郁症是这样诊断的：一个人在2年或以上的时间

里，抑郁心境的天数超过一半；而且要具备以下6种病症中至少2种以

上。这些症状包括：失眠，食欲不振，疲乏，至少连续2周的自我评价

低。值得注意的是，只要有3种不同的症状就可以直接被诊断为抑郁

症，而不需同上述除抑郁心境之外他们的抑郁症状吻合。人们认为抑

郁症患者只具有一些家族的相似性，而不具有共同的定义性特征。

尽管概率观点有着广泛的影响并被普遍地接受了，但该理论还是

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对于该理论的主要质疑集中在样例与范畴间的相

似性上，并进而挑战“概念就是一组不相关属性的集合”这一观点。

批评者同意相似性在组织范畴的过程中起着核心的作用，因为同一范

畴中的成员看起来确实彼此相似。但是他们指出“相似性”这一指标

不能单独用来解释概念的分类。Murphy 和Medin（1985）指出了单独

运用相似性来决定概念成员所存在的问题。其中包括：

1. 相似性判定的依据是什么？相似性作为一种具有广泛影响力

的理论是由Tversky（1977）提出并发展而来的。他认为两客体之间的

相似性取决于两者具有多少相同的特征，两者又有多少独特的特征，

以及这些特征在突出性与重要性上的权重各是多少。但问题是我们该

如何选择特征呢？正如Murphy 和Medin（1985，p.292）所指出的那



样，任何两个客体之间都存在着无限多的相同特征。让我们以梅树和

割草机为例，我们可以说两者的重量都不超过10000kg（也不超过

10001kg……），两者的存在年限都不超过10000000年（也不超过

10000001年……），两者都没有听觉，两者都可被放倒，两者都占用

空间，如此等等。同理可知，两者之间的不同点也可以是无穷多的。

从中可以看出，没有谁会用这种荒谬的特征来说明在概念分类的时

候，某些特征比其他特征更有意义。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更倾向于采

用性别对人们进行分类，而不是采用个体对食物的喜好来分类；我们

会通过肤色，而不是衬衫的颜色对人群进行分类；我们会把人群按照

职业，而不是按他们的爱好进行分类（例如，Stangor et al.，

1992）。显然，关于自然和世界的一些额外知识指引着我们对事物特

征进行选择，并帮助我们决定哪些特征对概念的分类将会起决定性的

作用。

即使我们已经确定了哪些特征可以对概念进行分类，但接下来还

有一个问题有待解决，即我们将如何去评判每一个特征？我们该如何

决定特征间的相对重要性？这是相当重要的，因为两客体间的相似性

可以随着我们指定特征的重要性程度的变化而变化。举例来讲，假如

我们认定“条纹”这一特征是重要的，那么一匹斑马同理发店门口那

个三色圆柱灯筒的相似性就比斑马同马的相似性要高。显然，特征的

突出性和重要性随着情境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客体间的相似性也会随

之变化（Medin，Goldstone，& Gentner，1993；Tversky，1977）。

由这个问题直接引发了下面一个新的问题：假如相似性会随着情境的

变化而变化，那么概念分类又怎么能够仅仅建立在“相似性”的基础

之上呢？当我们尝试将人们归入到某一社会范畴（如刻板印象）中

时，这个问题就显得尤为突出了。因为单个个体往往会属于许多不同

的范畴。一个黑人妇女和一个白人妇女如果处于50个黑人和白人男性

中，此时性别特征就显得尤为突出，她们俩彼此间看起来就更相似，

并归为一类。但是，只有两个黑人处在50个白人（男女都有）中，那



个黑人妇女将会同一位黑人男性归为一类，而不会同其他妇女归为一

类（Taylor et al.，1978）。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基于特征相似性的判断并不能充分

地说明概念的分类。至少，只有在一些额外信息的指引下，我们才能

决定哪些特征彼此间是相关的，每个特征的重要性程度有多高。

2. 仅基于相似性的分类忽略了属性之间的相互关系。概率观认

为，客体和范畴的特征就是一组并不相关的属性的集合，分类就是建

立在实例与范畴共享多少共同的属性，以及实例又有多少独特属性的

基础之上。这种观点忽略了这么一个事实，即人们已经掌握了有关属

性间（关系）的丰富知识。我们头脑中关于鸟的概念，除了“有翅

膀”和“能飞”这些特征之外，还包括“鸟能飞是因为它们有翅膀”

这一常识。毋庸置疑，我们都知道作为一名律师必须口齿伶俐，因为

在法庭上他们需要用言语去说服别人。由此可见，我们在进行分类的

时候经常用到这些带有因果关系的常识。例如，我们会把一位衣着光

鲜、但突然跳进游泳池的人当作一位醉汉，尽管在我们对于“喝醉

酒”的描述中并不包含这一特殊的行为。我们之所以能做出上述判

断，是因为我们知道在某些特定情境下这种行为所代表的意义，以及

酒喝多了之后的反应；于是我们就可以推断那个人喝醉酒了（Murphy

& Medin，1985）。

现在我们意识到了这种因果关系知识的重要性可能已经超越了相

似性的判断，那么我们接下来就介绍概念理论的另一次转变，即“基

于理论的概念观”。

基于理论的概念观



长期以来，社会心理学家认为概念的表征包含了因果关系。有关

社会认知的论述中，图式在心理表征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被定义成

一种解释社会运作的“理论”（Markus & Zajonc，1985，p.145；

Taylor & Crocker，1981）。然而，绝大多数社会心理学家将图式作

为一种理论背景，而不是一种实证研究的焦点。事实上，社会认知研

究的焦点在于研究图式是如何被激活的，以及运用它来加工社会信息

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许多研究表明，这种研究方法并不依赖于有关

概念表征的特定假设。正如我前文所指出的那样，社会概念是由一组

并不相关的特征所测量和描述的，而不是用某些理论来描述的。

近一段时间以来，认知心理学家和发展心理学家在探究概念表征

本质的研究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证据；这些证据表明概念中包含了

因果关系方面的知识。于是，有些心理学家提出，因果关系在维持概

念和指导人们对概念进行分类的过程中起着核心的作用（Carey，

1985；Keil，1989；Murphy & Medin，1985）。基于理论概念观的极

端观点（强理论）认为，概念和实例之间的关系类似于理论和数据之

间的关系（Murphy & Medin，1985）。分类不是简单地把实例的属性

与概念匹配起来，而是要求实例能够最好地解释和说明理论是如何对

概念进行组织的（Medin，1989，p.1474）。基于理论概念观的折衷观

点（弱理论）认为，许多概念包含因果关系方面的知识（同时也有属

性的代表性信息），而且这些因果关系方面的知识在概念分类中可以

发挥作用（Keil，1989）。

基于理论概念观的支持证据

在表征和运用概念方面，理论知识起何作用？对于这个问题有几

种不同的研究路线，下面将分别论述。



范畴成员比相似性重要。发展心理学家Susan Gelman和Ellen

Markman（1986）发现，即便对学龄前儿童来说，建立在理论基础上的

知识比建立在相似性基础上的判断要重要。在他们的研究中，向儿童

呈现一些知觉上相似而范畴成员却相互冲突的图片。例如，在图片

中，燕子同蝙蝠很相似，但与丹顶鹤差别很大。尽管如此，绝大多数

儿童还是认为燕子和丹顶鹤具有同样的觅食行为（都是鸟），而不认

为燕子与外形上差不多的蝙蝠是一类。换句话说，儿童根据范畴的成

员属性进行分类而不是根据知觉的相似性进行分类。显然，在分类

中，范畴成员具有的共同属性比基于相似性的判断要重要。

另一位发展心理学家Frank Keil（1989）的研究同样支持上述结

论。在实验中，Keil告诉儿童，他们会逐渐改变一只动物的外形直至

它变得看起来像另一种动物。其中有一个实验便是通过修剪皮毛和染

色的方法，并把一个像臭鼬所带有的那种巨臭无比的气囊植入一只浣

熊体内（采用外科手术），让一只浣熊无论是在外形上还是在气味上

变得都像一只臭鼬，但儿童还是认为那只动物是只浣熊而非臭鼬。这

再一次证明了，在分类中范畴成员要比外形相似更重要。在对动物进

行分类和对动物行为进行预测的时候，儿童依靠的是那种关于动物本

质特性的潜在的知识。

目标派生的范畴。在组织概念方面，能够突出理论重要性的另一

个证据就是目标派生范畴的存在（Barsalou，1983，1985）。让我们

来思考一下，有一个范畴包括孩子、钱、相册和宠物。你可能会觉得

奇怪，为什么这些东西能归为一类呢？如果你被告知，这些东西都是

从起火的房子里抢救出来的，那么你就会明白这种归类的原因。当你

明白了这一点之后，你就能决定哪些物品也属于应该施救的范围之

列，如手写的书稿属于此类，而电冰箱不属此类；同时你也就知道了

属于此类的每件东西的意义有多大。像这种分类，范畴成员间就只具

有很少的相似性，也许有人会争论说它们都有一些共同特征，例如它



们是珍贵的、不可替代的并且都是便于携带的。但事实上把这些东西

归为一类仅仅是采用了概念组织的因果关系原则罢了。由此我们可以

很容易地在社会范畴中找到一些类似的例子，这些范畴是由潜在的道

德观念的知识而不是由表面的相似性组织在一起的。你可以找到一些

具体的实例归类到如下几个范畴：“使母亲气得发疯的行为”，“我

所看重的配偶的品质”或“能够获得假释的囚犯”。显然，背景知识

和理论可以使我们看清表面上不相干的对象、行为或人之间的相似

性，并据此把它们归为不可分割的一类。

专家意见。领域内杰出的专家所做的分类与一般人的分类是不一

样的。例如，当要求被试对一组物理题进行分类的时候，初学者是按

照问题表面的相似性来进行分类的，而专家则是按照解决问题所用的

物理原理进行分类的（Chi，Feltovich，& Glaser，1981）。显然，

专家深厚的理论知识可以帮助他们把表面上看起来不同的问题归为一

类。同理，那些不同专业水准的人对相同物体的分类也会不一样。研

究林木的科学家、把树修剪成工艺品的园林设计师和那些在公园里养

护树木的园林工人，他们对于树的分类就会不同。例如，园林设计师

同其他专家比起来，更倾向于通过草本植物还是观赏植物来对树进行

分类；而园林工人则会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诸如树干强度等特征之上

（Medin，Lynch & Goley，1997）。不同专家所拥有的不同背景知识

以及其不同目的，直接影响对概念分类的判断。

复合概念。什么是宠物鱼？什么是海洋驾驶？什么是赛马？我们

能很容易地理解这些复合概念。正如Murphy 和 Medin（1983）所指出

的那样，我们并没有弄明白单个概念的意义是如何结合在一起形成复

合概念的，也没有单一的规则能解释我们是如何理解这种复合概念

的。我们知道“赛马”就是一群马赛跑，但“海洋驾驶”不是驾驶海

洋；我们知道“专家维修”就是由专家进行的维修，但“引擎维修”



就不是由引擎进行的维修了。为了理解这类复合概念，我们需要运用

单个概念中潜在的因果关系知识和有关这个世界的丰富的常识。

社会心理学家的研究提供了关于复合概念中需要因果推论的一些

好的例子。Asch 和 Zukier（1984）要求被试运用一对相反特质词汇

来描述个体的性格特征，例如“忧郁的”对“愉快的”，“怀有敌意

的”对“依赖他人的”，“宽宏大量”对“睚眦必报”。被试通常是

通过因果推论来决定在什么情况下该运用一对反义词中的哪一个。在

某些情况下，一种特质被当做获得另一种特质的手段，也许“严厉

的”同时也是“好心的”，因为那个人通过严厉的管教来保护孩子。

在另一些情况下，一种特质被看做引发另一种特质的原因，例如一个

人可能既是“怀有敌意的”又是“高度依赖他人的”，这是因为“高

依赖性”导致了攻击性。在其他一些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推论来解

释一些事情，例如，一个聪明的人却胸无大志，那么我们可以推论，

他也许在事业上遭受过挫折。从上述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因果关系方

面的知识不仅可以用来解释不同特质词汇之间的矛盾，而且还可以引

导我们在一对反义词中选取哪个特质词更为合适。这也表明了特质概

念潜藏于因果关系网络之中。

上述结论在“刻板印象”中同样得到了验证。让我们来思考如下

情况：一个人受过哈佛大学的高等教育同时又是一位木匠；一个人双

目失明同时又是位律师；一个人是同性恋者同时又是位建筑工人。

Kunda、Miller和Claire（1990）通过研究发现，人们还是会依靠因果

关系知识把那些令人奇怪的、表面上看起来并不相容的刻板印象组合

起来。被试对于这些人作出的描述通常含有明确的因果推论：一个双

目失明的律师必须付出十二分的努力，才能克服攻读法学时存在的障

碍；一位同性恋建筑工人必须在他所从事的男性职业下掩藏他的真实

性取向。除此之外，采用复合概念描述（对某个人的）“刻板印象”

时，还会涌现出某些新的概念属性，也就是说，这些属性不是任何单



一刻板印象所具有的属性。例如，一位哈佛大学毕业的木匠可以被描

述为非物质主义者和墨守陈规者，尽管这两个属性既不能用来描述一

个纯粹的哈佛大学的毕业生，也不能用来描述一位纯粹的木匠。这种

出现在复合概念中的新属性提示人们，当某人属于多个刻板印象群

体，对其形成印象时，我们不仅依靠单个刻板印象所包含的属性，而

且还依靠丰富的常识。上述这些研究同“刻板印象是一组不相关属性

的集合”这一观点是不一致的。

对基于理论概念观的评价

现在似乎有数量可观的、引人注目的证据表明，概念所包含的因

果关系方面的知识可以影响人们对实例的分类，影响人们判断范畴成

员与其他成员共享哪些属性，也影响人们判断多个概念是怎样组合在

一起的。尽管这些证据表明理论在概念的组织过程中起着作用，但我

们不清楚这种作用有多大。这些证据还不足以支持那种极端的观点

（强理论），即所有的概念完全是由“理论”组成的，每种属性不仅

与概念整体而且与其他属性都有一种解释性的关系。除此之外，许多

概念确实包含因果信息，同时还有一些同“理论”不相关的信息。例

如，我们都知道狮子拥有锋利的爪子和牙齿，这个信息就同我们原本

关于狮子是肉食动物这种知识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我们同时还知道

狮子有长长的鬃毛，我们就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了。正如Keil（1989，

p.278）所指出的那样，“概念也许总是潜藏在理论之中，但有部分结

构是由独立于理论的某些规则组织起来的。”

基于理论的概念观加深了人们对于概念的理解，并且解释了许多

原本难以解释的现象。但是对于此观点的全盘接受，反而使它失去了

精确性和预测性；比较而言，概率观点反而显得更有吸引力。基于理

论的概念观中，“理论”和因果关系有时也显得有些模糊不清。到目



前为止，研究者致力于证明“理论”在概念的应用中发挥着作用，却

只有少量的研究对理论知识进行测量，并以此为依据预测它的影响。

概念间的组织

迄今为止，我们所讨论的问题焦点集中于概念的内部结构。关于

不同概念间是如何相互联系的，目前也已有了数量可观的研究工作

了。许多概念是以等级层次的形式组织起来的，最具体的和最狭隘的

概念处于底层，抽象的和宽泛的概念居于上层。以生物为例，“动

物”处于上层或较高等级层次，“狗”处于较低层次，“达尔马希亚

狗”处于更低的下级层次水平。在社会概念中，“情绪不稳定”处于

一个等级层次较高的层次，“恐惧症”处于较低层次，“幽闭恐惧

症”则处于更低的层次（Cantor & Mishcel，1979）。在这些等级层

次中，上位概念包括所有处于它之下的范畴成员：“动物”包括了所

有的狗，“狗”包括了所有的达尔马希亚狗。因此，同一种生物可以

归类到不同的抽象层次中去，例如我们可以把罗马（狗名）看做达尔

马希亚狗，也可以把它当做一条狗或者一只动物。由于在不同的抽象

水平上，范畴在我们的脑海里激活的属性不一样，所以搞清楚我们运

用的是范畴的哪一个层次就显得尤为重要：“动物”在我们脑海里激

起的是“能呼吸”；“狗”所激发的印象是“会犬吠”；“达尔马希

亚狗”所激发的印象是“有斑点”。显然在许多等级层次中，每一个

抽象水平都具有其特殊性；Rosch及其同事把那个特殊的、具有决定意

义的层次命名为基础水平（Rosch et al.，1976）。

基础水平范畴

基础水平是指在这个层次水平上，我们可以很自然地对物体进行

命名。当看到罗马的照片时，我们脑海里就会首先映入“这是一条



狗”，而不会想到“这是一只达尔马希亚狗”或“这是一只动物”。

基础水平概念通常也是儿童首先学习的概念。那么这种特定的基础水

平概念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呢？ Rosch最初认为它是由自然因素决定

的——基础水平就是那种涵盖性最高的层次水平，在这一层次水平

上，客体拥有许多本范畴的共同属性，但与其他范畴同一水平的属性

有明显的区别。例如，每种不同的狗都拥有许多相似的属性，而这些

属性又不同于鸟类和鱼类的属性。在低一层次上，不同的达尔马希亚

狗有许多相似的属性，但这些属性同狮子狗或斗牛犬的属性就没有多

大区别。在高一层次上，不同种类动物的共同属性就较少。在基础水

平上，个体能够容易地想象出某个实例的形象，它能在最高层次上代

表该范畴的整体。一个人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出一只普通的狗或鸟，但

你能想象“普通的动物”是什么样的吗？不同范畴就是以这种方式区

分开来的，而基础水平概念往往处于概念抽象水平的中间位置

（Rosch，1978）。然而，认为基础水平范畴是“抓住本质”的观点，

也受到了挑战。人们认识到，不同人的基础水平概念并不相同。例

如，专家就有可能将那个在概念的层次结构中处于较低水平的层次当

做基础水平。你、我和其他人也许都会认为罗马是一条狗，但驯狗师

也许就会认为它是一条达尔马希亚狗（Tanaka & Taylor，1991）。基

础水平的选取同样有可能受目标的影响。当我们挑选宠物狗的时候，

我们也许会将候选狗区分为狮子狗与小猎犬，而不会把它们笼统地当

做狗了。

社会概念存在类似的基础水平范畴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因为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已指出，关于人和行为上的那些范畴会影响

我们对个体的预期和对行为的解释。我们可以把一个人放到一个较高

的抽象水平上——妇女；或把她放到一个较低的抽象水平上——祖

母、女权主义者、修女；采用不同的分类，我们对个体就会产生完全

不同的期待。社会概念的许多层次都有其基础水平范畴，并且与自然

范畴一样，基础社会概念处于概念抽象水平的中间位置。让我们来思



考一下图2.1中所展现的社会概念层次。Cantor和Mischel（1979）的

研究发现，在社会概念层次中，处于中间水平的范畴，例如公关型和

幽默风趣型的人，与Rosch所列举的狗或椅子这种基础水平范畴有许多

相似之处。这些概念处于这样一种抽象层次，人们能够用最丰富生动

的语言对之加以描述；同时，这些概念也很容易与相同抽象水平的其

他概念区分开来。 同样，像喜剧演员和政客等带有社会刻板印象的概

念，比起那些宽泛的概念，如“外向性格的人”，含有更为丰富的特

征，并且两者的区别也相当大（Anderson & Klatzky，1987）。这些

内容丰富但又迥然不同的中间层次范畴可能就是基础水平，当我们观

察人物的时候，它就会首先进入我们的脑海中。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这

种情况很普遍。在提到一位上了年岁的个体时，我们往往会想到一些

处于概念中间层次的刻板印象人物，诸如老奶奶、上了年纪的政治

家；而不会想到处于较高水平的、包容性更大（更抽象）的刻板印象

人物，如老人（Brewer，Dull & Lui，1981）。同样，在描述个体的

人格特征时，我们还是倾向于采用中间层次的概念（特质），诸如好

心的（kind）；而不会采用那些过于具体的下级特质，如仁慈的

（charitable）；也不会采用那些抽象性水平更高的特质词汇，如好

的（good），因为这个词汇的含义是如此之宽泛，以至于不能提示任

何具体的行为了（John，Hampson & Goldberg，1991）。



图2.1　社会概念层次。资料来源：Cantor & Mischel (1979，p.17，图2).

Copyright (1979) byAcademic Press. Adapted with permission.

虽然已有了上述众多的研究成果，但我们还是不能贸然下结论

说，我们能够并且已经区分出了人们在想到其他人时，习惯性使用的

有关社会概念的基础水平。这是由于在社会概念等级层次中，我们所

认为的基础水平似乎更具可变性，在不同情境下我们的基础水平不

同。与非社会性概念不同，社会概念的基础水平更多地取决于我们的

目标（Cantor & Kihlstrom，1987）。尽管这种推测还没得到直接的

验证，但目前有研究表明，不同种类的社会概念可能是自发激活的。

某些特征，如慷慨的，就经常被用来描述某些行为（Winter &

Vleman，1984），而宽泛的种族刻板印象，如黑人，常常会自动地套

到某些人的身上（Fazio et al.，1995）。因此，与其争论概念的哪

个层次是基础水平，还不如研究概念的每个层次在什么情境下最有可

能得到利用（Anderson & Klatzky， 1987；Cantor & Mischel，

1979；Hampson，John，& Goldberg，1986）。

还存在一个情况，许多社会概念并不是只能归于相互排斥的某个

层次中。一只达尔马希亚狗是一只狗，那么它就不会再是处于同一抽

象水平的其他范畴中的一员，例如，它不是一只猫，也不是一匹马。

进一步来讲，所有的狗都是动物，但并非所有的动物都是狗。社会概

念就有所不同，以我的邻居为例，他是个男人，美国人，教授，亚裔

人，性格外向的人，美食家，体育迷……像这样的单子我们可以不断

地列下去。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每个人都可被归类到许多相互交叉的

范畴中去。社会概念的组织并不是包容性逐渐增加的、简单的层次结

构。如果没有清晰的层次结构，那么就不会有类似于Rosch所描述的那

种基础水平范畴了。个体的人格特质和行为也同样难以确定基础水平

范畴。假设出现了这种行为，一个人用粗鲁的言语议论一位刚好路过

的女士。我们可以把这种行为当做个体具有攻击性的一个例子，但我



们也可以把这个行为归类到其他特质中去，如粗俗的和不友好的。由

此我们可以发现，行为和人格特质，都可以被划到概念的多个层次中

去（Hampson et al.，1986；Kunda，Sinclair & Griffin，1997）。

对于同一水平上的多个概念，如果我们不能确定应该采用哪一个概

念，例如，我们不能确定是该把简看做喜剧演员，还是该把她看做数

学奇才；我们把推人这一动作当做一种攻击性行为，还是一种粗鲁行

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某种人格特质或某种社会刻板印象是概

念的基础水平，这种做法的意义就不大了。

由于社会性概念的层次比非社会性概念的层次复杂，因此对于社

会性概念基础水平的研究就要复杂得多。在非社会性范畴中，上位与

下位概念间的关系通常是明晰的。狗是动物的一种，但动物不是狗的

一种，这个道理谁都明白。与此相反，我们可以认为“冷酷的”是

“不顾他人感受的”一种，也可以认为“不顾他人感受的”是“冷酷

的”一种（Hampson et al.，1986）。在社会刻板印象中存在同样的

情况：我们可以认为医生是妇女的一种，也可以认为妇女是医生的一

种。

社会概念间的复杂关系促使一些人提出：与其把社会概念当做一

种有组织的层次结构，还不如把它们当做是一种异常复杂的网络结构

（Anderson & Klatzky，1987；Cantor & Kihlstrom，1987）。在某

种特定的场合下，究竟运用哪一个概念，与其说是取决于概念的丰富

内涵或独特性等结构方面的因素，还不如说是取决于环境和个人因素

所激活的特定的概念。

表征的模型

认知心理学家建立了一种详细的知识表征模型，这种模型不仅可

以描述概念是如何表征和相互联结的，而且可以描述概念是如何被激



活和提取的（例如，Anderson，1983；Collins & Loftus，1975）。

一些社会心理学家同样建立起了一种详细的模型，用来解释社会概念

是如何被表征和应用的（例如，Wyer & Srull，1986）。但是，大多

数社会心理学家仅仅借鉴了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认知模型中的核心假

说，而不拘泥于一些特定的细节。显然，社会心理学家的注意力并不

在于详细提出一种概念的认知结构，而是致力于利用这种认知结构来

解释人们是如何理解社会世界的。事实上，联想网络模型假说

（Collins & Loftus，1975）激发了大量有关社会认知方面的研究。

因此，我将分别讲述各个理论模型的核心思想和假设的不同，而不会

关注于具体的细节（综述参见Carlston & Smith，1996；Fiske &

Taylor，1991；Smith，1998）。

联想网络模型

这种模型把心理表征看做一种通过联结的方式相互联系的节点网

络。在特定的模型中，一个结点可以表征一种特征（漂亮）、一个概

念（妇女）或一个命题（戴夫帮助一位奶奶过马路）。这些“联结”

的强度不同，有些联结的强度比其他联结的强度大。在许多认知模型

中，“联结”是可以贴上标签的。例如，“狗”同“动物”之间的联

结就可以标上“是”。而“狗”同“犬吠”之间的联结就可以标上

“能够”。但绝大多数社会心理模型是由那些不贴标签的“联结”简

化形成的。在不同的情境下，每个结点的激活水平也不一样，激活水

平愈高的结点，就愈有可能被使用；就是说，它或者突然进入到意识

层面，或者被回忆起来，或者被用来接收信息。结点的激活通过连接

彼此的联想网络从一个结点扩散到另一个结点。因此，当一个结点，

例如“狗”被激活以后，其他与之相联系的结点（如动物、犬吠）也

会被激活。当结点被激活之后，它的激活水平会逐渐下降。



在通常情形下，联想模型并没有对概念的内部结构或它们的组织

结构做出任何假设。知识是以概念网络和特征网络进行表征的，概念

的代表性和概念的层次结构也不存在等级或梯度上的变化。然而，这

些信息在联想网络模型中还是可以通过如下途径体现出来：范畴与不

同实例间联结的强度（实例愈具代表性，联结强度就愈强），概念间

的相互联结形式（概念与其上位概念和下位概念有直接的联系），对

这些联结本质的明确解释（一个概念包含另一个概念，或者一个概念

可以解释另一个概念）。

图2.2是一个联想网络的片断，描绘了一组关于行为、特质和刻板

印象之间的联系（当然，还有许多行为、特质等在这个图中没有描绘

出来）。这个网络可以用来说明联想模型如何解释社会心理学有关概

念激活与概念应用方面的发现。一个重要的研究发现就是启动——一

个新近被激活的概念将会影响对后续碰到的信息的解释（例如，Srull

& Wyer，1979）。让我们来思考一下在图2.2中所描绘的一个行为，

“在房子粉刷之前不会付房租”。不管是什么原因，假如你刚刚想到

了“攻击性”，那么“攻击性”这个结点将会有很高的激活水平。当

你听说约翰在他的房子重新粉刷之前不会付任何房租，那么这将进一

步激活“攻击性”这一概念。激活会从这个行为扩散到其他的结点

上，如“抗议不公平的待遇，想要一间好房子”。但是，这些概念的

激活水平不如“攻击性”的激活水平高，因为只有“攻击性”通过最

近的使用而获得了额外的激活。因此你对约翰的主要印象将会是“好

攻击的”。



图2.2　联想网络片断

从图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原本模棱两可的行为含义受到了被激

活的刻板印象的影响，而这个刻板印象又恰恰同“攻击性”相联系

（Devine，1989）。在这个例子中，假如你正好想到了“律师”这个

词汇，“律师”的刻板印象被激活了，那么激活就将从“律师”这个

结点传到“攻击性”这个结点，并影响到你对这位声称“在房子粉刷

之前不会付房租”的租房者所形成的印象，这与先直接激活“攻击

性”的效果是一样的。



这个图也暴露出联想网络模型存在的一个重大缺陷：激活通过概

念间的联想网络进行扩散具有不确定性，有些扩散途径常常是不恰当

的。在这个例子里，照理来说，“亚裔美国人”同样可以激活你头脑

中“攻击性”这一概念，这是因为激活从“亚裔美国人”传到了“聪

明的”，接下来从“聪明的”传到了“律师”，从“律师”传到了

“攻击性”。尽管我们承认有这样的联结途径，即律师和亚裔美国人

给我们的刻板印象是聪明，同时律师还给我们具有攻击性的刻板印

象，但是由“亚裔美国人”激活“攻击性”就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了。

如果说“亚裔美国人”与“攻击性”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关系的话，

那就是这样一种刻板印象，即“亚裔美国人”是“不具攻击性”的。

由此我们可以想到，似乎应该有某种规则来限制激活的扩散。一些模

型回避了这个问题，它们假定每个概念都好比是储存在一个独立的、

与其他概念隔离的单元之中，因此激活“亚裔美国人”的时候将不会

激活“律师”，从而也就不会激活“攻击性”（Wyer & Srull，

1986）。而新近出现并被应用到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理论模型在处理这

一问题的时候，就明确设立了激活扩散的种种限制。

并行-限制-满意模型

该模型通常被称为联结主义模型，同样认为概念是由相互联结在

一起的结点组成的网络，并假设概念结点的激活可以沿着它们之间的

联结来扩散。但在此模型中加入了一条重要的假设：一个结点的激活

不仅可以激活与此相邻的其他结点，同样也可以使那些相邻的结点去

激活（Rumelhart & McClelland，1986）。结点间的联结有兴奋和抑

制两种基本的形式：如果两结点之间的联结属于兴奋性联结，那么一

个结点的激活将增强另一结点的激活水平。这类联结同早期的联想模

型是类似的。但两结点之间的联结也可以是抑制性联结，在这种情况

下，一个结点的激活将会减弱与此相邻的其他结点的激活水平。让我



们回到图2.2，我们也许可以在“亚裔美国人”和“攻击性”之间加入

一个抑制性的联结，那么当我们想到“亚裔美国人”的时候，就不太

可能想到“攻击性”。把抑制性联结加入到网络模型中至关重要，因

为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心理结构会被抑制，也就是说在某些情况下

结 点 的 激 活 会 减 弱 （ Anderson & Spellman ， 1995；Macrae ，

Bodenhausen，& Milne，1995）。

兴奋（正性）和抑制（负性）两类联结形式在激活扩散中起着限

制的功能。两个结点之间的正性联结意味着两者有着共同的命运：要

么一起被激活，要么一起去激活。例如，如果约翰是怀有敌意的，那

么他同时也具有攻击性；如果约翰没有敌意，那么他就不具有攻击

性。负性联结则意味着两个结点的激活情形不一样：如果一个结点被

激活，那么另一结点将去激活。例如，如果约翰是怀有敌意的，那么

他就不会是友善的；如果约翰与人为善，那么他就不会对人怀有敌

意。这个模型也存在一个问题：激活扩散到最后一个结点需要最大限

度地满足各种不同的联结限制，但是，激活扩散要想满足所有联结限

制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各种限制之间可能相互冲突。例如，如果一

个人具有操控别人的能力，那么他应该具备高超的人际关系技巧。如

果一个人具备高超的人际关系技巧，他应该是一个充满爱心的人；然

而一位具有操控能力的人就不大可能充满爱心。由此可见，同时满足

所有联结间的限制是不可能的。并行-限制-满意模型的目标在于尽可

能多地满足各种限制条件，而且侧重于满足一些相对重要的限制条件

（Thagard & Kunda，1998）。

大致上有两类并行-限制-满意模型，其区别在于概念化结点的抽

象水平不同。运用局部表征的一类模型认为，结点表征明确的概念或

命题，如特质、刻板印象或行为，这类模型与图2.2中所列出来的联想

网络模型非常相似。另一类模型认为概念采用分布式表征，概念结点

表征基础的、低水平元素，于是，处于高水平的概念是由许多较低层



次的概念采用分布式方式进行表征的。到目前为止，只有少数模型运

用到社会认知领域，而且运用到社会认知领域的模型多数采用局部、

直觉意义的表征形式（Kunda & Thagard，1996；Read & Miller，

1993；Read& Marcus-Newhall ， 1993；Shultz & Lepper ， 1996；

Spellman & Holyoak，1992）。分布式表征模型在社会心理学研究方

面也可能有许多应用价值（Smith，1996）。

并行-限制-满意模型在如何概念化联结和如何限制的问题上也有

所分歧。最简单的模型仅仅包含了正性、负性联结和限制（Kunda &

Thagard，1996）。这种简单的模型成功地解释了人们是如何将冗杂

的、通常又是矛盾的信息资源（如不同的特质、行为和刻板印象）整

合成为关于某人的连贯一致的印象。该模型也可以很容易地用来解释

某些现象，譬如在联想网络模型中已经解释过了的启动效应。另一类

模型包含更为详细的、用来解释因果关系的联结和一套更为复杂的限

制条件（例如，逻辑矛盾和简单性；Read & Marcus-Newhall，1993；

Thagard，1989）。这些模型已被用来解释诸如陪审团的裁决等高层次

的推理活动。

在并行-限制-满意模型中，尽管存在上述各种不同之处，但是各

类模型都认为，要想解释人们的行为，就应该有一套复杂的、平衡的

规则系统，人们可以通过它满足大量的、通常是相互矛盾的一些要

求，从而形成一个关于个体、行为或社会情境的连贯一致的印象。

总结

概念指的是范畴的心理表征，就是说，我们认为哪些客体应该属

于一类。社会客体概念，例如特征、刻板印象和人际情境，有利于我

们对行为、人群和事件进行分类，有助于我们解释我们生活的社会，



有助于我们跳出直接观察的经验做出某种推论，有助于我们彼此间进

行交流。

在某种情形下，概念的激活是由刺激、观察时的情境和观察者等

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社会情境可以使某些概念凸显出来，并使用这

些概念。例如，在满屋男人中，仅有一位女士，那么她就极有可能被

归为“女人”。我们新近的经验也会影响到哪一种概念会浮现到我们

的脑海中。如果我们刚在一种情境下思考过某个特定的概念，那么这

个概念的激活可能仍保持着，并影响到我们在另一个情境下的判断。

对我们每个人而言，有些概念长期保持激活，这些激活的概念将会影

响我们在许多情况下的判断。我们的目标同样会影响哪个概念被激

活，我们极有可能激活并运用那些能帮助我们获得期望结论的概念。

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心理学家对于概念结构的理解已经发生

了很大的变化。第一次转变是从概念的经典观点转到概率观点，即从

概念是由一组充分必要的定义性特征组成的，转变到概念并非是由定

义性特征组成的，而是由一组松散的代表性特征组成的。第二次转变

是心理学家认识到一组相互没有关联的特征不能充分地描述一个概

念，概念中还包含有丰富的因果信息。

盛行的知识表征的联想网络模型认为，知识是由一组相互联系的

结点（描述性特征、概念或命题）所组成的网络来表征的。激活从一

个结点扩散到另一个与之相连的结点。因此当我们想到某一概念的时

候，就能增强与之相连的另一概念的激活水平，从而提高了在判断中

运用该概念的可能性。新近出现的并行-限制满意模型认为，一个结点

的激活不仅可以激活与之相连的结点，也可以使这些结点去激活；是

激活还是去激活其他结点，这取决于结点间是如何连结的。每个概念

最终的激活水平，是与之相连的各个结点传入的激活和去激活信息累



积的结果。这种模型能解释关于一个人不同的、通常是相互矛盾的信

息，为什么最终能整合成为一个连贯一致的印象。

第3章　启发法：基于经验和直觉的推理

法则

假如你刚刚遇到一位蓝谷高中的毕业生，她看上去相当傲慢，你

是否会认为你遇见的下一位蓝谷的毕业生也会如此傲慢呢？你的好朋

友在佛罗里达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假期，你是否也会爱上佛罗里达呢？

对安东尼进行过面试的公司人事部门经理认为他将会成为一个出色的

管理者，那么安东尼会在未来的管理工作中表现出色吗？

要回答上述任何一个问题，你都需要考虑以下概率：某高中的一

个毕业生态度傲慢，该校另一个毕业生也会傲慢的概率；你的朋友喜

欢一个旅游胜地，而你也会喜欢该地的概率；某人在工作面试中有出

色的表现，他以后也会在该项工作中表现出色的概率。

我们是如何进行概率推理的呢？这个问题已经受到许多学者的关

注。关注的焦点主要放在确认我们的推理弱点上，即一些导致我们无

法理解和运用概率法则的方式以及由此带来的困境。就研究认知偏差

及认知错觉本身而言，不仅极富趣味性而且还十分重要，因为它可以

帮助我们了解人类是如何进行推理的，正如对视错觉的研究有助于我

们了解视觉系统的加工机制。在本章的开始，我将简要地介绍人类概

率推理的历史，然后探讨一些最新的研究——人们在统计推理中存在

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对社会事件推理产生的影响。随后，会介绍一

些重要的非统计性推理方法——启发法，或者说是人们常常喜欢使用

的推理法则，而不是那些更为科学的统计原理。本章最后将讨论是什



么因素决定了人们有时会选择使用适当的统计原理，而有时又会采用

非统计性策略。

概率推理的历史

概率理论是一个比较新的知识成果。人类从古代就开始赌博。古

时候，人们将动物的膝节骨打磨抛光做成骰子，掷出后它们会以四种

方式落下。虽然这种随机化的工具很流行，但是直到近代，人类才真

正理解支配它的原理。哲学家Ian Hacking在他的著作《概率的出现》

（The Emergence of Probability，1975）中指出，概率理论在17世

纪才出现。Hacking认为，一个人只需懂得些许概率数理知识，他就可

以在一个星期内赢得整个古代高卢城。

从历史上来看，人们很晚才对概率有所认识，这一事实很重要，

因为它说明虽然人们每天都会碰到一些不确定的事件，并且这些事件

本身蕴含着概率原理，但人们却并不能自发地从这些事件中获得概率

知识。因此，我们也不必奇怪，即使是现在，人们在进行概率推理时

也会遇到困难。也许你会诧异，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在无

法完全理解支配着这些不确定性的概率原理的情况下，人类是如何生

活的呢？最恰当的解释就是人类的确形成了对这些原理的基本理解，

这足以使我们解决很多推理问题。但是由于理解能力有限，我们还是

会犯错，特别是在思考社会事件的时候。只要仔细考虑一下人类推理

不确定事件的能力局限性与人们推理物质世界的能力局限性之间的相

似性，你就会更好地理解这一点。人类对物质世界中的概率原理了解

甚多，所以我们走路时才不会撞墙，开车时才不会撞车。甚至连儿童

都能够准确预测投出的棒球的轨迹，从而使自己跑过去接到它。但

是，即使是成人，在推理物质世界的事件时，也会犯系统性的错误。

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飞行员常常会将炸弹投掷到轰炸目标的

前方，因为他们往往是在飞行到目标的正上方时才投掷炸弹，而不是



在之前就投弹，提前投弹的做法才是正确的。这说明他们还不是非常

了解物质世界，尚没有认识到从飞行的飞机上投掷的炸弹是不可能垂

直降落的。现在的许多大学生对日常生活中的物质现象也有类似的错

误认识（例如，Kaiser，Proffitt，& McClosky，1986）。所以，我

们对日常生活的统计知识有着错误的认识也就不足为奇了。

统计知识逐渐发展，到20世纪中期为止，就已经建立了很完备的

概率理论。人们广泛地应用概率理论对不确定事件进行推理，从预测

概率游戏中各种结果出现的可能性，到根据死亡曲线计算合理的养老

金。尽管缺乏相关的心理学研究，但大家普遍认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

的判断遵循概率理论。实际上，很多现代经济学理论的预测都是基于

这样一种观点，即人们理性地使用概率去计算他们可能的经济得失。

心理学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认真地对概率推理进行研究。诺贝尔

奖得主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的研究认为，人们并不总是用

完全理性的方式去寻找推理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他指出，人们在有

限理性范围内执行任务，而非采用令人满意的最优化原则，即人们寻

找的是一个达到目标的足够好的解决方案，尽管它并不一定是最佳的

（Simon，1957）。差不多在同一时期，Paul Meehl比较了临床医生以

两种不同的方式得出的推理，即一种是通过整合不同的信息源得出的

推理，一种是对同样的信息进行简单的统计合并得出的推理，他发现

他们的推理中存在缺陷（Meehl，1954）。Ward Edwards与其同事发

现，一条重要的概率规则——贝叶斯定理，可以用来评估人们在面对

新的证据时修正自身信念的方式。Edwards等人的研究表明，人们采用

很保守的贝叶斯法则，即当人们面对新的证据时，如果有必要，人们

的确会修正其信念，但并不是大刀阔斧的修正（如，Phillips &

Edwards，1966）。



这些理论的发展为20世纪70年代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阿莫斯·特韦尔斯基（Amos Tversky）的突破性研究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Kahneman & Tversky，1973）。他们认为，人们对

事件进行判断时，常常根据不同类型的推理启发法，即拇指规则——

依据直觉和经验的推理方法，而不是不合理地使用统计原理。虽然这

些启发法常常能够导致有效的推理，但同时也会导致一些系统性的偏

差和错误。卡尼曼和特韦尔斯基的研究工作激发了大量有关推理方面

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探讨人们在推理时存在的不足，考察在何种情

形下人们容易运用不恰当的非统计性启发法。Richard Nisbett和Lee

Ross在他们的一本重要著作中，详细说明了这些研究工作对社会性判

断的意义（Nisbett & Ross，1980）。最近，人们对推理不断有新的

认识，除了卡尼曼和特韦尔斯基发现的非统计性启发法之外，人们对

一些基本的统计原理知识也有一定的了解。这使得许多研究者去试图

发现是什么决定了这两种启发法——统计性和非统计性的启发法——

在每种情况下的使用（例如，Gigerenzer， 1991；Ginossar &

Trope，1987；Nisbett et al.，1983）。接下来的部分，我将会介绍

卡尼曼和特韦尔斯基提出的几种重要的非统计性启发法，讨论每种启

发法如何帮助我们理解我们的社会。最后我还会介绍人们有时会使用

的一些较为合理的统计性启发法，以及讨论哪些因素会影响人们选择

使用统计性启发法或不太合适的非统计性启发法。

代表性启发法

苏珊可能是一个民主党成员还是共和党成员？杰里最近常常被女

性拒绝，这说明他运气不好还是说明他人格异常？我们遇到的很多概

率性问题都是这种形式：我们通常被告知要判断一个事例属于一种范

畴的可能性，或是判断一个事件有多大可能来自于某一潜在过程。卡

尼曼和特韦尔斯基认为，当我们回答这些问题时，通常依赖代表性启



发法，即人们通常会根据一个事例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代表其范畴，或

者该事例在多大程度上与该范畴相似来进行分类。如果苏珊的表现与

我们对民主党固有的印象相似的话，我们就会认为她是民主党成员。

同样的道理，我们对事件的归因也是基于这一事件与促使其产生的过

程的代表性程度来进行。我们对人格异常将会产生的后果有某种预

期，如果杰里连续遭拒绝这一结果符合这种预期，我们就会认为杰里

是 人 格 异 常 患 者 （ Kahneman & Tversky ， 1972；Kahneman &

Tversky，1974）。

代表性启发法能够帮助我们在很多时候做出恰当的判断，因为事

例与范畴的相似性能够很好地说明该事例是这一范畴的成员（参见第2

章）。当事例特征能够很好地用来判断该事例是否属于一个范畴时，

判断一般都是正确的，我们对诸如动物或水果等事物的归类常常就是

如此：某种动物长得像鸭子，走路像鸭子，叫声像鸭子，那么它极有

可能就是鸭子。但是，有一些范畴，尤其是社会范畴，特征往往不能

作为判断其范畴成员的依据。一个富有的白人，他对犯罪持强硬态

度，这些特征符合人们对共和党人固有的印象，但是我们知道，许多

民主党人也具有这些特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仅仅以代表性特

征作为概率判断的基础，就会产生严重的偏差。因为概率判断同样受

到许多其他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并不会影响人们对相似性的判

断。卡尼曼和特韦尔斯基的研究表明，我们常常会忽略这些因素的影

响。接下来我们将讨论这些因素。

忽略先验概率（基础比率）

思考下面的问题：

威廉是一个矮个子、害羞的男人。他对诗歌充满热情，喜欢参观艺术博物馆。孩提时

代，他常常受到同学的欺负。你认为威廉是一个：（a）农民；（b）古典文学学者？



根据上面的描述，大多数人都会猜测威廉是一个古典文学学者。

毕竟，和农民相比较，对威廉的描述更符合古典文学学者的形象。但

是在我们下结论之前，还要考虑一个关键信息——基础比率，即该职

业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率。在美国，农民的数量远远大于古典文学学

者的数量。实际上，即使只有很少比例的美国农民符合威廉的特征，

这部分农民的数量也会比美国古典文学学者的数量多。因此，当我们

猜测威廉从事的职业究竟是哪一种时，应该考虑到这种先验概率。但

结果却是，我们常常忽略或无法充分利用这些先验概率或基础比率，

而依赖于代表性启发法。

为了说明人类的判断通常基于代表性启发法，而非先验概率，卡

尼曼和特韦尔斯基（1973）设计了一个实验。在这一实验中，他们有

意识地操纵人们对基础比率的认识，以考察这一操纵对个体判断的影

响。他们告知参与者，一组心理学家对100名成功人士（包括工程师和

律师两种职业）进行了访谈和测试。基于这些信息，心理学家对他们

每个人做了简要的描述。为了操纵基础比率，参与者所获得的信息有

所不同。告诉一半参与者，这100位成功人士是由70名工程师和30名律

师组成；告诉另一半参与者，这100人由30名工程师和70名律师组成。

随后，从关于这100个人物的描述中随机抽取一部分，让所有的参与者

阅读。对于每一个人物描述，要求参与者判断该描述有多大可能是对

一个工程师的描述。这些描述有代表律师职业特征的，也有代表工程

师职业特征的。其中，一段像工程师的描述如下：

杰克今年45岁。他已经结婚并有四个孩子。他通常比较保守，谨慎而雄心勃勃。他对

政治和社会事件并没有多大的兴趣，而将大部分的业余时间都用在了自己的爱好上，如家中

的木工活、航海以及数字游戏。（p.241）

参与者如何确定此人是不是工程师呢？根据贝叶斯定理，两个因

素会影响这一判断：（1）在工程师和律师中，能够找出符合这一人物

描述的相对可能性。当然，例子中所描述的特征更接近于对工程师的



描述，也就是说，相对于律师来说，这些描述更能代表工程师的特

征。相对于只具有中等程度代表性特征的人，那些具有工程师典型特

征的人，更容易被判断为工程师。[1]（2）工程师和律师在这一组人

中的先验概率或基础比率。相对于工程师人数占总数30%的情况，当工

程师人数占总数的70%时，人们势必会更多地认为上面所描述的人是一

个工程师。

但是，根据参与者的反应，他们只利用了代表性因素而忽略了基

础比率，无论告诉工程师占总数的70% 还是30%，其可能性判断的结果

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可能性判断是特征相似性程度的一个函数，而

不是基础比率的函数。这并非由于人们生来就不能理解和应用基础比

率。当没有给出人格特征描述时，参与者能够按照基础比率判断一个

未知个体有多大可能为工程师（即70%或30%的可能性）。但是，一旦

给出人格特征描述，参与者就不再利用基础比率信息，而是依赖于人

物描述的代表性信息。

这些早期研究结果引发了学者们针对“人们是否利用以及何时利

用基础比率信息”这一问题的大量研究。研究发现，在某些情况下，

人们的确会利用基础比率，但显然没有达到贝叶斯定理所描述的那个

重要程度（Kahneman & Tversky，1996）。

当基础比率传达给参与者某些有意义的因果信息时，参与者更有

可能使用基础比率进行判断。例如，考试通过率对学生来说就具有显

著的意义——如果75%的学生通过考试，则说明该考试简单；如果只有

25%的学生通过考试，则说明该考试困难。人们都知道简单的考试比困

难的考试更容易通过。换句话说，人们能够利用这一有意义的基础比

率对学生作出判断。为了验证该假设，研究者设计了这样一个试验：

给参与者看一篇简介，描述的是一个学生的能力及学习习惯。然后让

参与者评估该学生能通过考试的概率（Ajzen，1977）。事先会将有关



的基础比率信息告诉参与者。对于一半参与者来说，这一基础比率信

息是有意义的，他们被告知有75%（或25%）的考生通过了考试。结果

发现，这一部分参与者利用基础比率作出判断。在75%通过率的基础比

率情况下，参与者更倾向于认为该学生通过考试；在25%通过率的基础

比率情况下，参与者更倾向于认为该学生没有通过考试。将同样的基

础比率信息也告诉另一半参与者，但将这些信息的意义与考试难度分

离开。研究者告诉这些参与者，教授对成功（或失败）的学生非常感

兴趣，因此选择了一部分学生，其中75%（或25%）通过考试。结果发

现，相对于前一种条件，参与者在这种情况下较少利用基础比率。显

然，人们会更多地利用有意义的基础比率，而较少使用看起来像是无

关的基础比率。

一些与卡尼曼和特韦尔斯基的工程师/律师问题相似的研究表明，

当概率因素被强调或基础比率更明显时，人们倾向于利用基础比率

（ 如 ， Bar-Hillel & Fischhoff ， 1981；Gigerenzer ， Hell 　 &

Blank，1988；Ginossar & Trope，1987；Krosnick，Li & Lehman，

1990；Schwarz et al.，1991）。这些研究或明确或非明确地表明，

统计推理似乎可以增加人们对基础比率信息的使用。关于这一问题，

我们会在后面的统计性启发法中作详细讨论。

上面提到的研究结果，修正了先前关于人们如何利用以及为何没

有成功利用基础比率的一些理论，但这并不意味着先前的理论不管用

了。虽然我们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了基础比率的重要性，并且在一定的

情况下能够运用它作出判断，但是这种理解并不深入、并不稳定，我

们很容易受代表性启发法的诱惑，而忽略或无法充分利用基础比率，

从而导致错误。

当我们思考自己或者权威人士作出的一些重要决策时，我们关注

更多的是在这之中所犯的错误，而且发现本应在这些决策中发挥作用



的基础比率，却常常被忽略了。许多医生都没有意识到，当症状和医

疗检查都无法很好地预测一种疾病时，对于一名患者是否患上该病的

判断，就会受到当前流行病的影响（Eddy，1982）。敢于冒风险的资

本家进行风险投资时，常常没有认识到，对某个新行业进行投资其失

败率是相当高的。项目规划者可能没有考虑到与此类似的项目一般需

要多长的时间才能完成。新婚夫妇可能没有认识到当前离婚率与他们

的婚姻能否长久维持有何关联。有抱负的篮球明星也不能清醒地认识

到自己能够进入NBA的概率。所有这些情况中，未能利用基础比率，就

可能导致他们极大地低估其行为的风险，从而做出错误的判断和决

策。

并不是说，当成功率很低时，就绝不要去冒风险。人们常常进行

高风险投资、高难度竞标以及做出种种冒险行为，这样做自有其理

由。要说的是，人们常常在并未充分认识到风险的情况下就去冒险，

或是事先并不知道风险系数有多大，而选择一些本应该规避的行为。

人们没有认识到相关的基础比率，所以常常看不到风险。

人们在判断中常常忽视基础比率，这一点可用来解释许多重要的

社会心理学问题，例如接下来我们将讨论的归因、刻板印象以及印象

形成等问题。

普遍性作为基础比率　上文探讨了人们从对贝叶斯定理的了解到

对概率推理的理解，这些与许多判断任务的完成有关，但是，人们在

判断时常常没有运用它们。在社会心理学中，人们对他人行为的归因

经历了一个类似的发展过程：最初提出一个标准归因模式，认为人们

在进行归因时必须充分考虑各方面因素，其后意识到，我们并不总是

按照这种标准模式行事。

想想埃里克在与黛安娜谈话后变得十分沮丧。我们应该把它归因

于埃里克（他本身就是个很抑郁的人），还是归因于黛安娜（她让人



变得情绪低落）？Harold Kelly（1976）的归因协变模型为我们回答

这个问题提供了指导（Kelly，1967）。按照Kelly的模型，我们在归

因过程中要考虑三个因素：区别性，即某种结果是否只在特定的原因

下才会出现。埃里克仅仅是在与黛安娜谈话后才变得沮丧，还是在与

其他任何人谈话后都会变得沮丧？一致性，即同样的结果在同一原因

下是否反复出现。埃里克每次与黛安娜谈话后都沮丧不已呢，还是仅

此一次？普遍性，即其他人是否在同样情境下也产生同样的行为。是

每个与黛安娜谈话的人都变得沮丧不已呢，还是只有埃里克一个人才

会如此？

这些因素的不同组合方式会让我们做出不同的归因。如果埃里克

和很多人谈话后都会沮丧（低区别性），埃里克与黛安娜谈话后总会

沮丧（高一致性），而其他人与黛安娜谈话后都不会沮丧（低普遍

性），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这种情形下，埃里克变得情绪

沮丧是他自己的原因。相反，如果埃里克只是在与黛安娜谈话后情绪

沮丧，而与其他人谈话后都不会这样（高区别性），埃里克与黛安娜

谈话后总是很沮丧（高一致性），并且每个人与黛安娜谈话后都很沮

丧（高普遍性），我们就可以认为，埃里克在这种情形下很沮丧是黛

安娜的原因；不知为何，她总让人沮丧不已。

最初，研究者假设人们在归因时能恰当地应用这三个维度的信息

（Nisbett & Ross，1980）。但是，有研究表明，系统地变化这三方

面的信息，发现阅读短文的参与者在归因时对区别性和一致性信息十

分敏感，而对普遍性信息不敏感。例如，一个男人为何会保护他的房

子？人们对此归因时，往往较少关注普遍性特征信息（是所有其他男

人也都会保护其房子呢，还是几乎没有男人会保护他的房子？），更

多地关注于区别性信息（这个男人是保护所有的房子呢，还是置其他

房子于不顾？McArthur，1972，1976）。后来的一些研究也得到了相

同的结论，即人们在归因时较少应用普遍性信息（Major，1980）。



Nisbett和Borgida（1975）认识到，人们在归因中较少应用普遍

性信息的倾向与在分类中较少应用基础比率的倾向是一致的。其实，

普遍性就是一个基础比率，它反映出人们做出某一特定行为的比率。

就像律师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率，会影响我们评估杰克是一个律师的

概率；被乔丹绊倒的人数比率，会影响我们评估拉尔夫可能被他绊倒

的概率（当然，除非我们有充分的理由预测拉尔夫会或不会被乔丹绊

倒。但是对于社会行为，我们却很少有这种明确的诊断性信息）。人

们作出某种行为的概率是我们对此行为进行归因的一个明确的指标。

如果我们预期拉尔夫将会踩乔丹的脚，而且我们知道每个人都会这

样，那么我们就不能把这种行为归因为拉尔夫的独特人格或技能。

Nisbett和Borgida推测，人们在归因时忽略普遍性信息，是因为我们

没能认识到普遍性信息可以用来评估个体某种行为出现的概率。所以

就没能进行统计推理，也就没有使用基础比率。

Nisbett和Borgida认为，人们的确没有意识到普遍性信息的作

用。而这种普遍性信息可以说明在一个特定的情境下人们做出某种行

为的概率，可以影响我们对特殊个体在此情境中的行为的预期

（Nisbett & Borgida，1975）。有一项研究，要求参与者阅读一个经

典的社会心理学实验，这个实验考察的是学生从内部联络通信系统中

得知有同伴癫痫突然发作时，是否能够及时地救助他们。之所以选择

这个实验，是因为它得出了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结果：大多数参与者

都没有及时去援助他们的同伴。在Nisbett和Borgida的研究中，一部

分参与者被告知该实验的结果，这种“共同反应”的信息应该引导个

体准确地进行情境归因。而另一部分参与者则没有得到这样的信息。

接下来让两组参与者阅读一些关于几个学生的简要描述，告诉参与

者，这些学生要参与上述的经典实验，并让他们猜测这些学生在该实

验中会作出何种行为。有趣的是，研究结果发现，那些被告知实验结

果的参与者，在做出判断时并没有使用“共同反应”这一信息。他们

的预测与那些没有得到“共同反应”信息的参与者所做的预测没有显



著差异。尽管参与者已经知道在经典实验中大多数学生都没有及时救

助同伴，但还是倾向于认为他们看到的那些平凡普通的学生会及时援

助同伴。也就是说，他们在做出推理时忽略了基础比率，而常常运用

代表性启发法。由于所描述的这些普通人的形象更接近于亲切、乐于

助人，而非冷酷无情，所以参与者认为他们能够迅速地对同伴施以援

助。

人们在预测个体可能出现的行为时不运用基础比率，这似乎是一

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前文曾论述过，当基础比率信息是有意义的因果

信息时，人们才会加以利用。我们利用考试通过率这一基础比率来推

断某个学生通过该考试的概率，因为通过率决定着考试的难度

（Ajzen，1977）。普遍性信息也非常重要，它说明了情境的重要性。

在相同情境下，个体有着同样的行为，表明情境对行为有重要影响。

可是，为什么我们不能根据重要的情境条件来推断个体的行为，就像

我们能够根据试卷的难易程度来判断学生们是否能通过考试一样呢？

社会心理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理论揭示了其原因：人们总是低估环境

对行为的影响（Ross & Nisbett，1991）。人们倾向于认为行为主要

受到潜在人格因素的影响，然而却并没有意识到，即使是微小的环境

变化都可能会使行为产生戏剧性的变化（Joans & Davis，1965；

Ross，1977；详见第9章）。在不知道情境如何影响行为时，普遍性信

息更应该被看做一个重要的基础比率，甚至应高过有意义的、传达因

果关系的信息。

虽然人们承认普遍性信息在预测陌生人行为时有重要作用，但大

多数人在预测自己或朋友的行为时却不愿采用这一重要的普遍性信

息。你可能想说：“我并不在乎别人是怎么做的。我确信自己与别人

不同。别人的行为不可能对我（或我父母、朋友）的行为有预测作

用。”这样的想法也许有其道理，但正是这些直觉往往让我们犯错。

Vallone等人（1990）做了这样一项调查，让学生预测自己及室友在一



段较长时间内（大学四分之一的时间或一整年）的行为。该预测包括

学校环境中大量重要的行为，如学业（是否会挂科，申请哪个专

业）、社会生活（是否会与男/女朋友分手，是否会与室友关系更加亲

密）、家庭关系（是否会特别想家，暑假是否回家）以及课外活动

（是否为不久后将要举行的选举投票，是否参加大型比赛）。通过比

较参与者所预测的行为及他们在这段时间内真实的行为，研究者评价

参与者预测的准确性。

该实验设计可以考察如下假设：人们依据有关自我的密切而广泛

的信息做出预测的准确性，要胜过从人口基础比率角度所做出预测的

准确性。假设其实并不成立。无论是对自我还是对室友，违反基础比

率所做出的预测，其准确率都相当低。一项研究表明，当人们用基础

比率进行预测时，即当人们认为自己的行为与大多数人一致时，预测

的准确率高达78%；反之，不用基础比率进行预测，即认为自己的行为

会与大多数人不同时，预测的准确率只有50%。当分析的焦点仅仅集中

在高基础比率项目上时，即至少有75%的同学会做出同样行为的项目

上，最终得到的结果更加有趣。对于这些项目，根据基础比率进行预

测的准确率高达88%，而不根据基础比率的预测其准确率只有28%。我

们看到，在基础比率很极端的情况下，就算参与者不根据先前对自己

和室友的了解，仅仅只是简单地根据大多数人的行为来预测自己或室

友的行为，其预测的准确概率也会相当高。

我们不能指责参与者不使用基础比率，因为他们可能完全没有意

识到这些基础比率。这些研究结果清楚地说明，基础比率无疑可以用

来预测我们的行为。当你预期自己的行为会与众不同时，你就该认识

到自己正冒着犯一个大错误的风险。

刻板印象作为基础比率　人们脑中常常会有这样的刻板印象：男

人都比女人自信。Anne Locksley和她的同事认为，这种或者其他的刻



板印象都可以看成是基础比率（Locksley et al.，1980；Locksley，

Hepburn & Ortiz，1982）。上面提到的刻板印象反映了男人可能比女

人更自信，或者说自信的男人在人口中所占的比率高于自信的女人所

占的比率。也就是说，刻板印象就是一个基础比率，它定义了先验概

率，即任何群体成员的特征都与其所属组群的固有特征相关。因此，

刻板印象应该发挥基础比率的作用。回顾之前所讨论的，当人们对某

个人一无所知时，会利用基础比率对此人做出判断；但是如果阅读了

关于此人的简短描述，就会仅仅只根据描述中的代表性特征对他做出

判断，而忽略或无法充分利用基础比率。Locksley和她的同事发现，

与基础比率一样，人们也常常使用或忽略刻板印象。

Locksley等人做了一项关于男人比女人更自信这一刻板印象的研

究。参与者首先阅读几个男女的一些不同类型的信息，然后让他们判

断这些个体的自信程度。有些描述仅仅只给出了个体的名字，在这种

情况下参与者往往会利用刻板印象：叫保罗的人一定比叫苏珊的人更

自信。另一些信息不仅有姓名，还有能表明其自信的行为描述，例如

某个描述如下：

不久前，南希想在课堂上对正在讨论的问题陈述一些她的观点。但是另一个同学却对

此夸夸其谈，不让其他人有发言的机会，因此她必须打断这个学生的发言才可以陈述她自己

的观点（Locksley et al.，1980，p.827）。

一半参与者读了以上描述，而在另一半参与者阅读的描述中，南

希换成了一个男性名字（如汤姆）。尽管一半参与者读到的是男性名

字，另一半参与者读到的是女性名字，但是他们都看到了对其行为的

描述，因此在做判断时并没有用性别刻板印象：认为做出相同行为的

南希和汤姆都很自信。这样看来似乎是，当给出具体行为信息时，我

们完全根据代表性启发法做出判断。我们对个体是否自信的判断，仅

仅只基于描述中能够表明其自信的行为信息，而没有考虑到个体自信



的先验概率，这一概率也就是在缺乏他人行为信息的情况下我们赞同

和使用的刻板印象。

虽然在此情形下人们忽略刻板印象会导致推理误差，但Locksley

和她的同事们也指出这种错误带来的益处：人们所持的许多刻板印象

都是不准确且毫无意义的。我们很高兴看到，当人们掌握了一些行为

信息后，就不会采用这些不利的刻板印象去推断别人。相对于熟悉的

人，偏见更容易影响人们对陌生人的判断。

Locksley和她的同事们在最初的研究中探索了刻板印象如何影响

个体印象的形成。这一研究及其意义会在第8章详述。迄今为止，只有

Locksley等人早期的研究证实，人们通常不能将刻板印象这种先验概

率与行为信息结合起来。但不容乐观的是，刻板印象仍然可以通过其

他途径来歪曲人们的判断。例如，刻板印象可能会歪曲我们对个体行

为的理解（Kunda & Thagard，1996）。

稀释效应　对于完全不了解的人，我们常常会用刻板印象对其进

行评价，但是只要掌握了个体的一些额外信息，即使我们认为这些信

息与当前判断完全无关，刻板印象效应也会被降低甚至消除。如果仅

仅只给出个体的姓名，人们就会判断保罗比苏珊更自信（Locksley et

al.，1980）。但如果提供一些与自信毫无关系的信息，比如，那个人

的母亲“在某个城市的一家银行工作，年薪2.4万美元，每天上下班往

返时间为1个小时”，这些无关信息也会削弱刻板印象对判断的影响。

人们认为，如果两个人的母亲均在银行工作，保罗并不比苏珊更自信

（Hiltonh & Fein，1989）。这个例子说明，无关的或次要信息会削

弱那些我们认为的重要信息（本例中的性别）的作用。

Nisbett等人把这种现象命名为稀释效应，即次要信息能削弱重要

信息的作用（Nisbett，Tukier，& Lemley，1981）。例如，判断一个

社会工作者是否会虐待儿童，提供给参与者一些与此相关的暗示信



息，如他有性虐待倾向、酗酒，然后让参与者判断这个男人是否真的

有虐待儿童的倾向。结果很明显，大部分参与者都给予了肯定的答

案。但是另外一些参与者，除了得到这些相关信息以外，还得到一些

与该判断完全无关的信息，如该人经营了一家五金器材店，他的IQ为

110。结果发现人们认为他是儿童虐待者的比率降低了。也就是说，在

人们的判断中，次要信息的确能够削弱重要信息的作用。

Nisbett和他的同事们认为，稀释效应产生的原因在于人们对代表

性启发法的依赖。关于保罗或苏珊的次要信息减弱了他们与性别刻板

印象的相似性，究其原因在于，任何不属于性别刻板印象的个体特

征，都会减弱个体与刻板印象群体的相似性。同样地，关于社会工作

者的次要信息，也降低了他与儿童虐待者两者之间的相似性。我们难

以想象，一个有着正常、普通属性的人会是邪恶的，因为我们所认为

的邪恶就是纯粹恶毒的形象。

上文论述了人们在做判断时，如猜测某人的职业、解释某人的行

为或形成对某人的印象时，常常会忽视或不能充分利用基础比率信

息，而是依赖代表性启发法。下文将讨论人们在使用代表性启发法

时，总会忽略的一些其他统计信息。

忽视样本大小

思考下面的问题（Tversky & Kahneman，1974，p.1125）：

某个镇上有两家医院。较大的那家医院，每天大概有45个婴儿出生；较小的医院，每

天大概只有15个婴儿出生。我们都知道，男婴的出生率大约为50%。但是，确切的比率每天都

会不同，有时高于50%，有时低于50%。

在一年之中，每家医院都会记录下男婴出生率超过60%的那天，你认为哪家医院拥有

这样记录的天数多一些呢？

a.大医院？



b.小医院？

c.一样多？（也就是，两家医院记录天数之间的差别不超过5%）

结果，大多数参与者都认为两家医院男婴出生率超过60%的天数是

一样的。这反映出人们对样本大小这一重要因素的忽略。事实上，小

样本要比大样本更容易偏离总人口均值。因此，对于总人口中男婴的

平均出生率为50%来说，小医院应该比大医院更频繁地偏离该出生率。

人们错误地认为两家医院的男婴出生率超过60%的天数是一样，很有可

能是基于代表性启发法。他们没有考虑医院的大小，认为60%和50%有

同等的相似性。如果只是以相似性或代表性作为判断基础，那么就会

认为两家医院偏离人口均值的概率是一样的。

随后的一些研究认为，在某些情境下，人们能够意识到样本大小

的重要性，就如同人们有时也会使用基础比率进行推理一样（Nisbett

et al.，1983）。但是，人们对样本大小重要性的理解同人们对基础

比率的理解一样，都是不稳定的，因此很容易将它遗忘。这为我们的

社会判断带来一个重要启示，人们不能仅凭与别人一时的接触就去推

测他长期的行为。仅仅用一面之缘得到的印象去推测其潜在人格特

征，便会错误地把短暂相处所获得的印象与长期深入了解后获得的信

息相提并论。

试想一下，一个你非常信任的同事向你推荐和他一起共事多年的

约翰，并且告诉你约翰是个非常能干且富有效率的经理。但你自己在

对约翰进行了一小时的面试后发现，约翰并没有出色的管理技能。如

果你坚持自己的评价，就如我们大多数人在这种情境中所做的一样，

可能你就应该停下来考虑一下，你的印象和你朋友的印象两者所暗含

的样本大小。你的印象只基于约翰在这一个小时里的行为，而你朋友

的印象则是基于成百上千个小时。约翰在短暂面试中所表现出来的行

为以及他给你留下的印象，相比给你朋友多年来留下的印象而言，很



有可能是失常的。除非你有理由怀疑你朋友的诚信度或把握人才的能

力，否则你就应该认为你朋友对约翰的印象要比你准确得多。

对概率的误解

当我的两个儿子为看什么电视节目而起争执时，总会用掷硬币的

方式解决。有时连续掷三次，大儿子都输，他便开始抱怨这枚硬币更

喜欢他的弟弟。我们可能会认为7岁孩子的这种逻辑十分可笑。但当我

们意识到，自己的大多数行为，都如同掷硬币和玩赌博轮盘一样采用

随机策略时，我们就不会再觉得7岁孩子的逻辑可笑了。我们可能并不

乐于发现我们常常表现得好像随机化仪器，如硬币和赌博轮盘，认为

它们似乎应该具有类似于人的认知能力。例如，人们相信在掷硬币时

（H代表正面，T代表反面），顺序是H-T-H-T-T-H要比顺序是H-H-H-T-

T-T更容易出现，而事实上两种顺序出现的概率是相等的。我们之所以

会出现这种错误的判断，是因为第一种顺序看上去更随机。也就是

说，这种顺序更能够代表投币的随机过程（Tversky & Kahneman，

1974）。人们错误地认为，即使只掷几次硬币，这一随机过程也会自

己表现出来。

在赌场，如果你在一个轮盘旁花费一些时间，就会发现其操作中

存在同样的错误。如果你等的时间足够久，就会碰到出现一系列的红

牌。当一系列的红牌出现时，下一局就会有更多人把赌注押在黑牌

上。为什么在一系列红牌出现后，大多数人会认为下一张一定是黑牌

呢？人们错误地认为这时出现黑牌才是合适的。人们都认为，出现一

系列红牌后，如果再出现一张黑牌而不是一张红牌，就更能够代表潜

在的随机过程。人们在纸牌游戏中所犯的错误就和我7岁儿子的幼稚想

法一样。出现三张红牌接着出现黑牌的概率与三张任意顺序的红和黑

的牌出现后接着出现黑牌的概率是一样的，都为50%。



对概率的误解会导致人们认为，历经了一系列好运的人接下来就

会倒霉。或者认为，因为他的不幸，才会经历一系列倒霉的事情。同

样地，如果一栋楼里有几个雇员得了癌症，我们就会认为整栋楼都不

安全。我们并不知道，在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的世界里，偶然的成

功、事故及疾病，都是随机的。体育迷们所迷信的“热手现象”就是

对这种误解的最好说明。

“热手”信念　篮球评论员及球迷都普遍相信，球员们偶尔经历

了“热手”后，便会成为“得分投手”。这一假设是，球员在几次投

篮命中之后会变得自信和放松，因此在接下来的投篮中更容易成功。

的确，Thomas Gilovich、Robert Vallone 和Amos Tversky（1985）

在询问了100个内行的球迷后发现，91%的球迷认为一个球员在前面两

三次投篮命中后，其接下来的命中率要比之前连续失误两三次后再投

篮的命中率高，84%球迷认为应该把球传给已经连续投进几个球（2

个、3个或4个）的球员。

然而，Gilovich等人猜测，这种“热手”信念来自于对概率的误

解。试想某个球员的投篮成功率在50%上下。这个球员偶尔连续投进4

个球或更多，就如同抛一枚硬币偶尔连续4次或更多次出现正面一样。

重要的问题是：相比于抛硬币，这种连续命中的现象会更多地发生在

一个投篮命中率为50%的球员身上吗？更进一步说，相对于没有投进一

两个球的情境，在连续投进1个、2个或3个球的情境下，球员接下来是

不是更容易投进球呢？“连续命中”的概率是否比随机概率所预期的

更高呢？答案当然全部是否定的。

Gilovich等人对费城76人队在整个赛季的投篮记录进行一系列分

析后发现，球员的连续命中率与总体投中概率并没有显著差异，球员

在连续投中多个球后，再次投篮时命中的概率，并不比其投失多球后

再次投篮的命中率高。一个球员是否能投中并不依赖于他之前的表



现，就如同抛一枚硬币，它落地后是否为正面并不依赖于之前它出现

的是哪一面。当然这并不是说投篮成功率完全依赖概率。一个高水平

的运动员当然会比一个低水平运动员更容易投进球。但问题在于，对

于这两名运动员来说，下一次投篮成功的可能性并不受他们之前表现

的影响（当然命中率会受到他们整体能力的影响）。

这种错误的“热手”信念会让人们付出代价。如果队员们只把球

传给“热手”球员（他们完全相信他们应该这样做），而不传给那些

能力相当同时又没有被严密防守的球员，就会影响球队的成绩。

一些著名的篮球教练对Gilovich 等人的研究结果作出的反应也充

分说明，人们不能很好地理解概率在产生连续事件中所起的作用。波

士顿凯尔特人队的Red Auerbach声称：“这小子是谁？他是做了一项

研究，但我才不关心。”印第安那步行者队的著名教练Bobby Knight

同样满不在乎：“……投篮是否命中存在诸多变数，这一研究没有任

何意义。”这些教练不仅没有意识到概率因素的重要性，他们对“热

手”信念毫无根据的强烈信仰，也使得他们本能地抵制挑战这一现象

的证据。

未能理解回归

你的考试成绩受到你所掌握的有关知识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一些

偶然因素的影响：可能你很幸运，与测试题目相关的知识你都掌握

了；可能因为头痛使得你在考试时没有发挥好。如果分数极高或者极

低，我们就能够据此推测你的成绩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概率的影响，即

概率因素是帮了你还是害了你。如果你的成绩非常好，那么除了能

力，你可能还碰上了好运气；如果成绩很差，那么你可能碰上了霉

运。所以，你真实的能力可能并不如你在考试中所表现得那么好，而



且你在类似考试中的表现也不会总是那么好。但不同的是，每当测验

分数或多或少受到概率的影响时，人们可能会偶尔考得非常好，但总

的来说，在其他时候就不会考得这么好；偶尔会考得非常差，可能在

其他时候就不会考得这么差。当考出极好或极差两种极端分数后，可

以预期其随后的考试成绩会更加接近平均分数，即所谓的“回归平均

数”。这一根基稳固的统计学原理却高度违反我们的直觉。

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1974）描述了以色列的飞行教官认为他们

应该避免过度赞扬出色的表现，而应该批评差的表现。这一信念与学

习的强化理论完全相反，该学习理论认为表扬比批评更有效。教员们

开始时表扬那些着陆很平稳的学员，并批评那些着陆不佳的学员，随

后他们发现，那些受到过度赞扬的学员，其成绩会下降；而上次表现

差劲的学员却因为严厉的责骂，其成绩变好了。但是教官并没有意识

到，他们所看到的只是学员的表现向平均数回归。无论教官表扬还是

批评，表现好的学员都可能在下一次行动中表现得较差，反之亦然。

对于人们无法理解“回归平均数”这一现象，卡尼曼和特韦尔斯

基（1973）还提供了更多实验证据。例如，即使告诉人们，一个关于

集中注意力的测试是受到很多随机因素（如情绪、疲劳程度等）影响

的，而且仅仅只能部分地预测总体GPA，但人们还是会认为注意力测试

分数极端者的GPA分数也会是极端的，他们的预测是非回归性的。卡尼

曼和特韦尔斯基假设，这是因为人们的预测基于代表性启发法，即认

为结果（GPA）的极端性应该表现出预测指标（注意力测试分数）的极

端性。

不理解统计回归现象还会带来一种令人困扰的结果，当我们注意

到某种模式遵循“回归平均数”时，就会试图构造出因果理论来解释

这种现象，就像那些飞行教员一样。我们可能会成立一个专门的委员

会来确定为何公司会失去那些没有充分发挥其潜力的优秀候选人；也



可能建立心理学理论来解释为什么有些孩子不如他们的父母聪明，或

大学新生在第二年的表现往往不如第一年（Fong，Krartz，&

Nisbett，1986），还可能在一些看似能够提高差生成绩的教学程序上

过度投资。但人们却没有意识到，所有这些现象其实只是遵循“回归

平均数”的规律而已。

合取谬误

思考下面的问题（Tversky & Kahneman，1983，p.297）：

琳达，31岁，单身，坦率直言，性格开朗。她的专业是哲学。当她还是学生的时候，

就非常关注歧视和社会公正问题，并且参与过反对核武器的游行。以下两个选项哪个可能性

更高：

a.琳达是一个银行出纳员

b.琳达是一个银行出纳员，同时也是一个活跃的女权主义者

绝大多数人都选择了第二个选项。在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的实验

中，85%的参与者都做出这样的选择。但这一答案却违反了概率的基本

原则。概率理论认为一个合取的概率，即两个独立事件同时发生的概

率不可能高于单个事件发生的概率。因此，琳达既是个银行出纳员又

是个女权主义者的概率不可能高于她仅仅只是个银行出纳员的概率。

更简单地来说，所有符合以上描述的女权主义的银行出纳员，必然包

含在所有符合这些描述的银行出纳员之内。而人们却没有认识到这一

定理，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将这种现象称为“合取谬误”。

人们对代表性启发法的使用，可能导致这种合取谬误。琳达与人

们心中女权主义银行出纳员的形象更相似，而不只是一个银行出纳

员。如果我们仅以这种相似性作为判断的依据，那么就会认为琳达更

像一个女权主义的银行出纳员，而不仅仅只是一个银行出纳员。我们



陷入这种困境是因为：当对琳达的描述越详细，越符合女权主义者的

特征时，琳达的代表性特征增加了，而合取概率却在下降。

合取谬误还会影响到我们如何评估对某个结果的不同解释，即孰

优孰劣。在一项研究中，让学生判断约翰为什么会选择达特茅斯大

学，这些学生不会认为约翰这么做是因为他喜欢达特茅斯的男女比

例。但是当这个不可能的原因与一个可能的原因结合在一起时（约翰

选择达特茅斯大学是因为这所大学很有名望，并且他也喜欢该大学的

男女比例。），参与者认为，这种结合的原因比单独的原因更有可能

成立（Leddo，Abelson，& Gross，1984）。当然，这违反了概率理

论。喜欢某校的男女比例作为选择大学的理由是不合理的，但喜欢男

女比例和想上名校两者结合的概率更小。然而，两种理由的结合却更

能代表我们对择校（理由）的解释，因此我们会判断该理由更有可能

成立。

上文简单概述了人们在使用代表性启发法这一策略进行推理时存

在的各种问题。当人们使用这种策略而忽略或者无法充分考虑重要的

统计信息（如基础比率、样本大小）以及无法理解概率理论的重要原

理（如合取原则）时，就会出现严重的推理错误。

统计启发法

试想一下，如果有人说：“我真不明白，我有9个孙子，全部都是

男孩”，你会做何反应。你可能会认为这个陈述完全可以理解，不过

是一个好奇者在寻求解释。但如果这个人说：“我真不明白，我有3个

孙子，全部都是男孩。”你可能会觉得这种说法真是少见多怪，并向

这位老人解释，这种结果仅仅只是概率造成的，并没有其他原因。

Nisbett等人（1983）认为人们在这样做时，表现出的是有效的统计性

直觉。



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早期的研究认为，基础统计概念完全“不属

于人类的直觉”（1974，p.1125）；这一陈述有些夸大其词。后来的

研究发现，人们确实了解一些基本的统计原则。Nisbett等人把这种简

单有效的统计方法称为统计启发法。不幸的是，人们并非总能在需要

的时候使用统计启发法。举例来说，上面提到的“孙子问题”，以及

卡尼曼和特韦尔斯基先前描述的“医院问题”，想想这两个问题之间

的差别。虽然大多数人都知道，关于性别组成，小样本远不及大样本

有代表性，但大多数人还是不能用这一统计原则解决医院问题。在这

种情况下，我们没能认识到小医院比大医院会出现更多的偏离样本。

因此，尽管我们的直觉中包括一些相当复杂的统计启发法，但在需要

利用它们时仍然发现这些直觉还不够完善。

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因素决定着人们在遇到问题时是使用统计

启发法，还是使用非统计性启发法？什么因素让我们认识到统计原理

与某些概率问题的相关，而不是另一些问题？对这些问题至今都没有

完善的答案。但有些影响人们选择不同启发法的重要因素已被确定下

来，接下来我们将详述这些因素。

影响人们选择何种启发法的因素

面对一个特定的问题，人们选择使用何种启发法，依赖于人们对

该事件本质的认识，以及所具备的统计学常识。人们通常拥有一些相

互矛盾的信念，并且拥有可以支配的多种相关启发法，还有那些能够

让人们形成某种特定信念或通达某种规则的背景信息，这些都会影响

人们对启发法的选择。

我们在某个领域中的核心知识，涉及我们认为到底何种因素（力

量）主宰该领域中的事件。例如，试图预测一个学生在标准测试中的

表现时，我们可以从学生的学术能力、动机、焦虑、学校的教育质

量、家庭教育和一些偶然因素等多方面进行考虑。对影响该事件发生



的概率的认识在这里起到了关键作用，因为在某一领域中运用统计思

想，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要认识到概率在该事件产生中所起的作用。人

们是否能够认识到事件是受概率影响的，依赖于人们所拥有的相关领

域的知识，能够凸显概率因素或其他因素重要性的背景线索，以及人

们所掌握的基本统计知识（Nisbett et al.，1983）。接下来将会逐

一讨论这些因素。

相关领域的知识

概率因素在许多领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学术考试的成绩，体育

比赛的结果，以及各种社会场合中的人际交往行为，都会受到一些稳

定因素的影响，如个体潜在的能力和人格特质；但是，它们也会受到

一些偶然因素的影响，如是否正好遇上头痛、是否将要去度假、是否

卷进家庭纠纷之中。对这些偶然因素作用的认识，依赖于这一领域本

身的性质，还依赖于我们在这一领域所积累的经验。

领域内样本空间的清晰性　在某些领域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将

大量事件划分成清晰的单元，并且很容易地对每个单元进行评分。在

学术方面，一个测验就是一个自然的单元，而且每个测验的分数都清

清楚楚。同样，在运动会中，各项比赛形成各种单元，比赛结果也显

而易见。在这些客观领域中，很容易追踪到重复的分数——重复测验

的成绩，再次比赛的结果。这种观测是理解概率在事件发生中起作用

的第一步，也是理解相关推论统计的第一步。但是，在交互作用的社

会中，如何对事件单元化或评分，常常没有那么清晰。例如，构成友

谊的单元是什么？即使人们可以人为地划分一些单元，如一次交谈、

一小时的相处，但是我们如何对友谊进行评分呢？采用每分钟微笑的

次数吗？即使是这种看似客观的评分也会出错，因为不是所有的微笑



都象征着友谊。在这些主观领域中，单元化和评分相对困难，概率的

作用也不太能够清楚地看到，统计推理也更不太可能。

有研究支持这一观点，证明人们在回答客观问题如体育、能力等

问题时更倾向于给出统计性答案；而对主观领域中的问题，如个体喜

好和人格评估，则较少作出统计性回答（Jepson，Krantz，&

Nisbett，1983）。例如，同样的参与者，在遇到客观领域的事件时

（如体育比赛），他们会认为大样本比小样本更可靠；而在面对主观

领域的事件时（如个体对课程的评估），他们就不太明白大样本仍然

比小样本可靠。另外一项关于人们使用基础比率的实验，也得出了相

似的结果。面对卡尼曼和特韦尔斯基最初的工程师/律师问题时，参与

者没有使用基础比率；但是当同样的问题以一种卡片游戏的形式再次

呈现，每张卡片的一面提供个人的职业，另一面则是他的人格概述，

这时参与者却利用了基础比率（Ginossar & Trope，1987）。在卡片

游戏中，样本空间是明确的，概率的作用是明显的，因此就更容易做

出统计性推理。

相关领域经验　对那些受概率影响的事件，人们对该事件所属领

域越熟悉，就越能理解概率的作用，那么在思考问题时也就会更多地

应用统计性启发法。即使是在概率的作用相对容易观察的领域，如体

育比赛，人们也要在多次观察结果后才能完全理解概率的作用。有经

验的运动员比新手更有可能认识到，运动员在不同场合下的表现有好

有坏，难以预测。

如果以上直觉正确的话，那么相关领域的经验，就可以促使人们

更倾向于使用统计性推理解决该领域内的有关问题。一项研究考察了

这种假设，给一部分参与者提出一个关于体育比赛的问题：让参与者

解释为什么足球教练所选择的球员在练习赛中表现完美，但到了真正

比赛时其发挥却差强人意。这一结果能够用“回归平均数”来解释。



大多数有运动经验的参与者，其解释都反映出了这一统计原理：练习

中的完美表现并不一定能够代表球员的平均能力，他们可能只是刚好

在练习赛中表现得比平时好（Nisbett et al.，1983，p.354）。相反

地，那些没有运动经验的参与者则对这一结果采用了非统计性的因果

解释，如最初表现很好的运动员故意松懈，以免遭人忌妒；或是他们

不想做出很大努力，而只是想依靠他们的天赋度过整个赛季。

给另一部分参与者的几乎是同样的问题，只是稍做修改，使该问

题与表演有关：让参与者解释为什么有些演员在试演中的表现好过正

式演出。此次的结果也一样，是否有演出经验决定了答案的差异：大

多数有演出经验的参与者偏好统计性解释，而没有经验的参与者则偏

好非统计性的因果解释。

虽然结果显示，相关领域经验促使人们更多地使用合理的统计性

启发法，但同样要知道，对于那些本身就不太容易做出统计性推理的

领域，经验的帮助并不大。我们对社会交往非常有经验，但在这些社

会情境中，我们对于概率的作用仍然难以理解，可能是因为社会事件

难以单元化和评分。

在人们非常熟悉的领域中，这种熟悉性也会受到特定样本大小的

限制。例如，有2个、3个和4个孩子的家庭，我们对性别在他们之间的

分配很熟悉，因此仅根据概率，我们知道相比于较多孩子的家庭，只

有2个孩子的家庭都是男孩或都是女孩的比率要更高。然而，这种对概

率作用和样本大小的认识却不能扩展到我们不熟悉的更大的样本中。

回想前文所述，大多数人都不能意识到，与每天有45个婴儿出生的大

医院相比，每天有15个婴儿出生的小医院其男婴出生率偏离人口性别

常态的天数要多（Tversky & Kahneman，1974）。但是，将这一医院

问题稍做调整，如小医院每天仅有2个婴儿出生（而不是之前的15

个），然后让参与者回答哪家医院拥有100%男婴出生率（而不是先前



的60%）的天数多，参与者就能够更好地使用统计原理判断。在一项研

究中，给参与者这一修改了的材料或是原始的材料，结果发现，能够

运用合理的统计性启发法并且认识到小医院比大医院更容易偏离常

态，以及能够这样做出正确回答的人数所占的比例在原始的问题情境

下为31%，在修改后的问题情境下则上升到76%（Pelham & Neter，

1995）。修改后的问题更加简单明了，因为人们对样本大小为2个孩子

时都是男婴的情况，比样本为15个孩子时60%为男婴的情况更熟悉。如

果人们对后者的样本比较熟悉，就会认识到在特定大小的样本中，概

率对样本的构成起决定性作用。

背景线索

人们选择使用何种启发法还受到问题性质或情境的影响，在能够

凸显出概率特征的问题和情境下，人们更容易选择统计性启发法。我

们会推测别人认为什么规则更加合理，这种对别人的假设会影响我们

的推理；人们更可能使用那些别人认为合理的启发法。

概率因素的显著性　那些能够提醒我们运气或概率作用的信息，

更容易使我们使用统计启发法。一项研究发现，参与者能够认识到大

样本调查（基于对学校几个月的观察）比小样本观察（基于一天的访

问）更具代表性，尽管告诉这些参与者小样本也是随机抽取的。这些

信息似乎提醒了人们，小样本更多地受到随机概率的影响（Nisbett

et al.，1985）。

对随机选择性的强调也可以提高人们对基础比率的使用。回顾卡

尼曼和特韦尔斯基（1973）的律师/工程师问题，给参与者关于某人的

描述，让参与者猜测此人的职业，并告诉参与者此人是从一个样本中

随机抽取的，样本是由70名律师和30名工程师或30名律师和70名工程



师组成，在这种情况下，参与者常常会忽略基础比率的使用。随后的

研究试图强调这样一个事实：这些描述是随机选择的（Gigerenzer et

al.，1988）。这一次让参与者自己从样本中抽取人物描述，一次抽取

一个。实验结果显示，经历了这一强调概率因素过程的参与者，比仅

仅告知为随机抽取的参与者更多运用基础比率做出判断（尽管在高显

著性条件下的参与者仍然未能充分利用基础比率）。这说明提高概率

因素的显著性，就能增强人们对统计性启发法的意识。

对交谈意图的假设　在日常谈话中，人们运用特定的交谈规则，

并且利用这些规则去理解别人所说的意思（Grice，1975）。例如，我

们假设一个讲话者所传递出来的是相关且有意义的信息，因而照此解

读它（Schwarz，1994）。然而，在心理学实验的情境中，常常违背这

些规则。在一个关于判断的研究中，实验者不停地向参与者传达一些

实验者自己认为是多余的或毫无价值的信息，以此来观察参与者如何

看待和处理这些信息。如果参与者错误地假定常规交谈规则适用于实

验背景，那么他们就会推测，实验者认为这些信息与他们后面要做的

判断是相关的和有用的，参与者就可能会做这样的推理：“如果主试

给我一个详细的关于某人的人格描述，那么他一定是想让我在对此人

做判断的时候使用这些描述信息。”一些研究显示，采用一些问题来

评估人们对基础比率的使用情况，人们解决这些问题时所用的信息和

使用的启发法种类，受到他们对实验者交谈意图的假设的影响

（Krosnick，Li，&　Lehhman，1990；Schwarz，1994）。

Krosnick等人（1990）注意到，那些证明人们不能充分利用基础

比率信息的研究，都是先给出基础比率，再给出对个体的描述。如果

参与者假设实验者试图让信息与随后的判断相关和有意义，他们就会

认为实验者提供的个人描述是建立在基础比率信息上（其信息本身的

含义清晰，并对判断有意义），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描述尤其具有相关



性和重要性。而且，正如人们通常所想的一样，参与者假设说话者最

后才会说出最重要的信息，他们就会特别关注最后说出的信息。

一系列研究检验了该假设。在一个研究中，实验材料为卡尼曼和

特韦尔斯基的律师/工程师问题，实验过程中基础比率或在最初呈现，

或在最后呈现（Krosnick et al.，1990）。与“人们认为最后出现的

信息最重要”这一观点一致，参与者更乐于使用后出现的基础比率信

息。这一结果不单是因为最后呈现的信息更加突出和容易记住。更确

切地说，是因为参与者事先假设，实验者本身会更重视最后提供的信

息。若告诉参与者，信息的呈现顺序是随机的，以削弱参与者关于实

验者交谈意图的假设，这时最后呈现信息的作用就不占优势了。

这些研究还显示，如果人们认为别人觉得有关个体的描述对判断

此人的职业非常重要，就会更加倾向于使用代表性启发法，即依靠这

些描述性信息。相反，如果人们认为别人觉得基础比率非常重要，就

会使用统计性启发法，即考虑基础比率。人们有关他人处理问题的意

图的假设，会凸显出相关的启发法，从而提高对此种方法的使用率。

这一系列研究更进一步说明了人们对基础比率信息重要性的理解

是多么的不可靠！人们能够理解这种信息的作用，也可以在判断时合

理使用它们。然而，我们却使用不太合适的非统计性启发法，仅仅是

因为我们认为别人觉得这种信息与判断更相关。如果我们坚定自己对

基础比率信息作用的理解，就会坚持自己的观点，无论我们认为别人

对我们有何期望，都会明智地做出判断而不是随声附和。

预测单个事件和预测长期频率　在有关启发法和偏见的很多研究

中，都是让参与者预测单个事件的发生概率——琳达既是银行出纳员

又是女权主义者的概率？答对一个问题的概率？Gigerenzer等人在几

篇文章中都提到，遇到长期频率问题时——100个人中谁符合关于琳达

的描述，有多少人既是银行职员又是女权主义者？解决100个问题的正



确率是多少？——人们会更偏向于使用统计性启发法（Gigerenzer，

1991，1996；Gigerenzer，Hoffrage，& Kleinbolting，1991）

的确，相对于判断单个事件发生的概率，人们在对同一问题长期

频率的推理时更有可能应用统计性启发法。把问题变成频率问题，就

会增加基础比率信息的利用率，减少合取谬误，降低人们对自己判断

的过分自信（综述参见Gigerenzer，1991）。当前的观点认为，问题

依照频率方式构成，能增加统计性启发法的利用率，因为这种构成方

式突出了概率因素的显著性，而且通过强调样本而不是个体，使样本

空间更加清晰。

Gigerenzer（1991）提出强有力的证据说明，普通人所理解的统

计方法仅限于频率的估计。他们认为统计规则只与频率问题有关，而

不运用这些规则去评估独立事件的概率，因为他们认为此类问题与这

些规则无关。Gigerenzer还强调指出，与传统启发法和偏见研究结论

所不同的是，人们的确理解统计规则，而且可以正确地将这些方法应

用于任何相关问题中。当问题呈现方式符合他们的频率统计方法假设

时，认知错觉和偏见就会消失。

但是，上述观点与一些研究结果相矛盾。有些研究显示，当统计

规则受到一些其他因素强调时，人们会应用这些统计规则评估独立事

件的概率。如前所述，当概率的作用显著，或是当参与者假设实验者

认为该信息很重要时，他们就会运用基础比率信息去评估个体为工程

师的概率（Gigerenzer et al.，1988；Ginossar & Trope，1987；

Krosnick et al.，1990）。此外，人们并非总是运用统计性启发法解

决那些结构为频率的问题，事实上，人们常常没能这样做（Kahneman

& Tversky，1996）。由此看来，按照频率构成问题，似乎只是强调概

率显著性以及提高人们使用统计性启发法的方法之一。即便问题并非

按照频率方式构成，只要其他因素使得统计性启发法凸显出来，人们



就可能运用它来解决问题；如果一些因素使得其他启发法凸显出来，

人们有可能不会运用统计性启发法来评估频率。

Gigerenzer（1991）进一步规范他的主张，认为概率理论只能用

于判断事件的长期频率，而不能用于判断单个事件的概率。

Gigerenzer和一些支持频率论的统计学家们认为：“单一事件的概

率”这类问题没有意义，不能用概率理论来解决。也就是说，统计信

息和规则不能用于解决汤姆是律师的概率、这种药物治愈疾病的概

率、明天下雨的概率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此外，由于这些问题本身

无任何意义，答案也就无所谓对错。

我并不同意这种观点。正如卡尼曼和特韦尔斯基（1996）所指出

的那样，一个人声称明天下雨的概率为99%，不会下雨的概率也是

99%，这显然是错误的。同样，如果外科医生向你保证手术成功的概率

为99%，但你随后发现这名外科医生做出的保证，只有75%的概率是正

确的，你有充足的理由为此感到生气和沮丧。类似地，对单个患者的

疾病进行诊断时，不考虑疾病在人口中的基础比率的医生就会比用基

础比率来诊断的医生犯更多的错误。

总之，尽管人们的确掌握了统计性启发法，却常常不能运用它来

解决各种相关的问题。这能导致严重的误差及偏见。人们不禁要问，

如何能够促进人们在日常判断中使用统计性启发法呢？我们有理由相

信，培养人们的统计知识可以解决此问题，接下来将详述之。

统计教育

统计教育可以增强人们对统计性启发法的理解，可以提高人们在

日常情境中使用这些方法的能力。在一项研究中，用电话的形式对学

生进行一项体育比赛调查，调查在他们学习统计课程以前或学习统计



课程以后进行（Fong，Krantz，& Nisbett，1986）。调查中的一个问

题是，为什么篮球比赛中历届常规赛的最佳新人在第二年都表现不

佳，即所谓的第二年消沉现象。在统计课程将近结束的时候，学生对

这个问题更多地给予了统计性解释。统计课程使他们认识到，这一现

象可以通过“回归平均数”来解释。其他研究也显示，短暂的统计知

识指导、长期的科学训练以及学科教育中强调统计知识（如心理

学），都可以使人们在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时更容易使用统计性启

发法（ Fong ， Krantz ， & Nisbett ， 1986；Lehman & Nisbett ，

1990）。

统计学方法的训练可以提高人们对不确定事件的推理能力，但并

不能让人们避免偏见和谬误。事实上，即使是经验丰富的科学家也常

常不能使用适当的统计性启发法（如，Kunda & Nisbett，1986；

Kahneman & Tversky，1971）。正如特韦尔斯基所说：“当你发现普

通人犯下幼稚的统计错误时，你也能发现同样的问题以更加复杂的形

式出现时也会让专家犯错。如果我对我的研究生说，‘父亲个子高，

儿子的个子一定高吗？’他们一定会根据书本上的回归原理来解释。

如果我把问题改成‘在法国的历史上，最优秀君主的身边通常都是平

庸的大臣，而平庸的君主身边通常有最优秀的大臣，这种现象难道不

是很有趣吗？’他们就会说：‘是的，非常有意思！我想知道为什

么。’”（McKean，1985，p.31）。

有些问题涉及预测别人或自己的行为、态度及表现，这类问题尤

其不能触发统计性推理。在这些领域中，人们很难认识到概率的作

用，因为并没有多少线索提示我们应该考虑概率因素。此外，我们

（北美）的文化通常鼓励人们在某些领域中做统计性推理，如体育比

赛和天气预报，并且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相关统计资料（如击球率、

下雨的概率等），但是对于社会行为，我们的文化几乎没有提供有关

概率和统计方面的信息。所以，我们在推理社会行为时很容易犯错。



前面，我一直将重点放在代表性启发法和常被我们忽略的统计性

启发法上。下面，我将讨论第二种重要的非统计性方法，即卡尼曼和

特韦尔斯基所提出的易得性启发法。

易得性启发法

中年男性患心脏病的概率有多大？大学生找到工作的概率是多

少？你是否经常表现出害羞的行为？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1974）认

为，人们在回答这些问题时，通常使用易得性启发法：我们会尝试回

忆这些需要我们判断其发生频率的事件的例子，依据事例容易回忆的

程度来判断事件出现的概率，即依据它们的易得性。如果我们能够很

容易想起中年男性心脏病发作、找到工作的大学生及自己害羞行为的

例子，那么我们就会判断这些事件是非常普遍的。

总的来说，易得性启发法简便可行，因为相比不常见的结果，普

通结果的例子更容易回忆。以政治家为例，人们更容易想到的政治家

是男性而非女性，因为男性政治家更普遍。但是当人们容易想到的例

子受到那些与事件出现频率无关的因素影响时，易得性启发法就会带

来麻烦。

一项简单的实验让这个问题清楚地表现出来。在实验中要求参与

者判断首字母为R的单词多还是第三个字母为R的单词多（Tversky &

Kahneman，1973）。事实上，第三个字母是R的单词远远多于首字母是

R的单词。但是，大多数参与者的判断相反，他们错误地认为首字母为

R的单词比第三个字母为R的单词多。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认为，出现

这种错误是因为人们更容易想到首字母为R的单词，而不是第三个字母

为R的单词，因此就会在推测它的频率时依赖这些容易提取的单词或每

种类型单词的易得性。不幸的是，在这个实验中，易得的单词与其真

实的频率无关，所以这种易得性启发法导致我们产生了错误。



忽视可得样本中的偏差

无论是什么原因，当我们考虑的事例样本出现偏差时，头脑中这

些易得性事例就不能反映事件的真实频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考

虑这种偏差，只依靠事件的易得程度来判断事件的概率，就会出现判

断失误。你的兴趣和境遇可能会使你想到的样本带有偏差。一位老年

朋友这样说：“当我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时，我看见到处都是婴儿；而

现在我患上了关节炎，我看见到处都是拄拐杖的人。”这位朋友很容

易想到有孩子的人和拄拐杖的人，因此就会高估这些事件的概率。相

反，缺少这些特定兴趣的人可能不会去注意有孩子的人和拄拐杖的

人，因此，他们就可能低估这些事件的概率。同样地，跟随候选人参

加竞选活动的记者和随行人员，看到这位候选人在一个接一个的乡镇

中都受到热烈欢迎，通常就会高估这位候选人受欢迎的程度。这都是

因为易得性启发法——这些记者很容易想起候选人受到热烈支持的场

景，而很少想到关于反对者的例子。他们没有认识到自己头脑中的样

本已经存在偏差了——不喜欢那位候选人的群众都待在家里。同样，

如果你的一场音乐会、你所做的演讲或是举办的一场晚会得到的只是

赞扬，那么正面信息的易得性就会使你高估你自己在这些事情上的成

功率，因为不喜欢你的人通常会保持沉默。

如果媒体报道某事件的频率与事件实际的频率不匹配，媒体的报

道就会使事件的易得性产生偏差。在媒体对不同死亡原因的报道上通

常存在这种情况。媒体特别喜欢报道那些暴力的、戏剧性的死亡事

件，如凶杀或飓风，较少报道不太容易引起轰动的死亡事件，如疾

病。人们就会根据这些报道来评估事件发生的频率。在一项研究中，

人们认为死于凶杀案的人比死于胃癌的人多，而事实却是，死于胃癌

的人数是死于凶杀案人数的17倍。人们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误解是因

为人们不太愿意读晚报上的这类信息（Slovic，Fischhott，&



Lichtenstein，1982）。这暗含着令人担忧的问题，由于易得性信息

的影响，人们更关注容易想到的危险，并加以防范。其代价就是，人

们会疏于防范那些从心理上来说不太容易想到，但是却更有可能发生

的一些危险。

媒体还会使人们对社会群体的认知产生偏差。例如，如果媒体只

报道那些犯罪的黑人，那么对黑人不太了解的个体就会过于高估黑人

犯罪的概率。由于认识到这一点，美国的许多报纸都有意识地试图确

保黑人不仅出现在有关犯罪和社会救济的事件中，还会出现在其他更

主流的事件中，如健康、消费者行为或政治。

社会心理学家的研究表明，当人们的易得性数据样本产生系统性

偏差时，易得性启发法的使用就会导致人们对社会事件的归因和判断

产 生 可 预 期 的 偏 差 。 这 就 是 接 下 来 将 讨 论 的 问

题。　　　　　　　　　　　　　　　　　　显著性　事件进入到脑

海之前，人们必须先注意它。信息的显著性或突出性决定着人们是否

注意它，以及对它的注意程度。如果我们更多地注意高显著性信息，

这些信息将会更容易地被我们捕捉到，也就会对我们的判断产生更大

的影响（Taylor & Fiske，1975，1978）。

Taylor和Fiske（1975）一系列巧妙的实验支持了这些观点。在一

项研究中，有6个观察者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观察两个人对话：两个观

察者坐在一个发言者后面，这样的安排可以保证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

对面的一个发言者身上；另两个观察者则坐在相反的位置上，使他们

的注意力集中在另一个发言者身上；剩余的两个观察者所坐的位置能

够同时观看两个发言者。所有的参与者在同一时间观察同样的对话。

然而，当询问参与者每个讨论者对谈话的影响程度时，他们的答案受

到了发言者（对自己的）显著性的影响。对看得更清楚的发言者，参



与者评定其影响性越大。很明显，观察者所坐的位置，会觉得某个人

更加突出，从而认为那个人尤其具有影响力。

一个特殊的个体同样会因为其他理由吸引你的注意。你可能会无

意间注意到房间里孤单的妇女，或孤独的黑人，并因此认为他们在社

会互动中扮演着某些重要的角色（Taylor & Fiske，1978）。

易得性启发法能够解释这种显著性效应：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个特

定个体身上，会导致我们更多地察觉和回忆出此人的贡献。当试图评

价一些人在交互活动中的影响力时，人们更容易获得具有显著贡献个

体的信息，因此就会认为这个人更具影响力。

人们倾向于将别人的行为归因为他们的人格（她为慈善事业捐款

是因为她很慷慨），而把自己的行为归因于情境（我捐钱是因为工作

中的社会压力；Jones & Nisbett，1972）。这种行为者和观察者之间

的差异，可能是由于人们在解释自己和他人的行为时，显著性信息不

同所致。当观察别人的行为时，注意到的是行为的人；但当观察自己

的行为时，看不到自己，故将注意力集中在情境上。由于注意的焦点

不同，对别人的行为和对自己的行为归因时，易得的信息也就不同。

对别人进行判断时，关于别人的信息是易得的，因此会将他的行为归

因为他自身。但对自己进行判断时，环境信息是易得的，因此会将自

己的行为归因于情境（Nisbett & Ross，1980）。

自我中心偏见　找一对你熟悉的夫妇，与他们单独交谈，分别问

他们两个人承担家务事的百分数。答案很有趣，两个人给出的百分数

总和大于100%。

人们认为自己对共同努力的成果所作的贡献比他实际作的要多，

Michael Ross和Fiore Sicoly将这种倾向性定义为自我中心偏见。

Ross和Sicoly（1979）发现，夫妻评价他们对家务活所作的贡献、学



生评价自己在班级讨论中的贡献以及篮球队员评价自己在比赛关键时

刻的贡献，都存在自我中心偏见。他们认为，易得性启发法在自我中

心偏见的产生中起到重要作用：人们在合作中高估自己的贡献，是因

为自己的贡献对本人来说更易得。妻子会记得自己每一次倒垃圾、洗

碗的事，而不会注意到丈夫的贡献，尤其是当妻子不在场的时候。

Ross和Sicoly为此找到了一些证据：相对于同伴的贡献，人们总会更

多地记住自己作出贡献的例子，而且记得的例子越多，自我中心偏见

就会越强。在另外一项研究中，要求参与者注意搭档的贡献，这样可

以使他们对同伴分配更多的责任。最终结果却发现，人们低估自己同

伴的贡献，并不完全是因为没有注意对方的贡献；事实上，我们可能

知道同伴作出的贡献，但我们不能自觉地回忆起它们。下一节将介绍

更多这种影响判断的暂时可得性（或不可得性）的例子。

忽视信息通达时的偏差

即使人们所拥有的全部样本并无偏差，如果我们脑海中暂时想到

的只是全部样本中的一个有偏差的例子，那么易得性启发法也能导致

我们产生偏差。下面将讨论导致我们产生偏差的因素。

片面性问题　大多数人都会在某些场合中害羞，而在另一些场合

中开朗。如果被问及，我可能会很容易想到那些我害羞的例子，有时

我在社交场合中会感到不适，在一个大型晚宴中保持沉默；我也能想

到一些开朗的例子，我有很多朋友，有时还会在陌生人面前做自我介

绍。如果只让我描述这些个性的一个方面，与该方面相关的行为就会

变得更加易得，这就会影响我的自我看法。如果关注于害羞，那么就

会认为自己比较内向；如果关注于开朗，就会认为自己比较外向。



Russell Fazio等人证实了这种效应（Fazio， Effrein， &

Falender，1981）。在实验的第一阶段，要求一部分参与者回答一系

列片面性的问题，让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在他们性格外向的一面，例

如，如果你想让舞会活跃起来，应该怎样做。要求另一部分参与者关

注于其性格内向的一面，例如，在嘈杂的晚会上你最讨厌什么？结

果，那些注意力被引导到性格外向一面的参与者，认为自己更外向，

并且相比那些注意力被引导到性格内向一面的参与者，他们在行为上

也表现得更外向。显然，通过片面性问题使个体的自我知识产生偏

差，这种易得的偏差信息能够影响人们的自我概念。

搜索例子的难易性　电视剧《窥探者》（Cracker）中有这样一

幕：一个女人希望挽救她的婚姻，于是向一位治疗专家求助。开始，

医生叫她想出她丈夫身上所有令她喜欢的地方。任何知道片面性问题

所起作用的人，都会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技术：将这个女人的注意力

集中在她丈夫的积极方面，会让她更积极地看待丈夫，这是让他们夫

妻和睦的关键的第一步。不幸的是，在这个例子中事与愿违。当她意

识到自己很难想起丈夫的优点时，便立刻冲出医生的办公室，并且马

上向丈夫提出离婚。

搜索例子有时容易，有时困难。我们会根据这种主观经验做出判

断吗？易得性启发法最初就是这样描述的，即基于收集例子的易得性

做出判断。但长期以来，能够证明这种主观经验作用的证据仍然不

足。一些支持人们依赖易得性启发法（做判断）的研究，很难说明到

底是人们对主观经历回忆的难易程度影响了判断，还是回忆的内容影

响了判断。我们认为首字母为R的单词比第三个字母为R的单词多，这

一判断是因为我们更容易想起首字母为R的单词呢，还是因为我们试图

想起两种类型的单词，但我们所想出的单词列表中包括更多的首字母

为R的单词？



Norbert Schwarz等人设计了一个非常巧妙的方法来分别考察这两

种解释（Schwarz et al.，1991）。假如要求你想出自己过分自信行

为的12个例子。你会毫不费力地回忆起前七八个。但是之后再多回忆

一件，难度都会变得更大。你发现很难想起自己更多过分自信的例

子，因此你可能会认为自己并不过分自信。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与要

求想出6个过分自信例子的人相比，要求想出12个过分自信性例子的人

会认为自己没有那么过分自信，因为想出12个过分自信事例的确很困

难，尽管要求说出12个例子的参与者比要求说出6个例子的参与者想出

的例子更多。如果与想出更少例子的参与者相比，想出很多例子的参

与者仍然认为自己并非过分自信，只能说明他们的判断不仅依赖于所

搜集事例的纯粹数量，还依赖于搜集这些例子的难易程度。

因此，在一次实验中，Schwarz等人要求一部分参与者想出12个自

己表现得很自信的场景，这很困难；要求另一部分参与者只想出6个这

样的场景，这相对容易。让另外两组参与者想出自己表现得不够自信

的12个场景或者6个场景。有趣的是，虽然要求列举12个例子的参与者

比要求列举6个例子的参与者产生的自信事例多，但他们认为自己不如

那些只要求想出6个例子的参与者自信（见表3.1）。要求参与者回忆

不自信行为时，也出现了相似的结果——与只要求想出6个不自信例子

的参与者相比，要求想出12个例子的参与者认为自己更自信（见表

3.1）。

表3.1　回忆12/6个自信/不自信行为的参与者对自己自信性的评价

注：数字越大代表自信越高



资料来源：Schwarz et al.(1991，表 1，p.197). Copyright  (1991) by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观察表3.1上面一行数据，还会发现只要求想出6个行为例子的参

与者得出的结果与之前使用片面性问题所做的研究得出的模式一样：

相对于注意力被引导到非自信行为上，那些注意力被引导到自己的自

信行为上的参与者认为自己更自信。但是，由于参与者要求想出12个

自己的行为例子是一项很困难的任务，这一模式就反向了：问及自信

行为的参与者反而比问及不自信行为的参与者认为自己更不自信（表

3.1所示）。这说明相对于回忆内容，参与者的判断更多地依赖于想出

例子的难易程度。

总之，即使被引导去回忆与结果有关的例子，但如果感到回忆任

务很困难，我们还是会认为结果出现的可能性不大。

类似地，人们的态度也会受到想出赞成理由的难易程度的影响。

例如，要求参与者想出支持一种特定观点的论据（如公共交通是好

的）。与要求想出少量论据的参与者相比，要求想出很多论据的参与

者对这一观点持较少的赞同（Wanke，Bless，& Biller，1996）。显

然，当我们在想出支持一种观点的论据遇到困难时，就对该观点失去

信心。

片面性问题和回忆指导让我们将注意力直接、明确地集中在知识

中一个有偏差的子集上，所以使得我们的判断产生偏差。相似的偏差

还会以更微妙的方式出现。下文将会讨论。

解释效应　考虑一下，为什么消防队员喜欢冒险可能是一件好

事？大多数人都能够想出一个颇具说服力的解释——毕竟，消防队员

必须愿意进入失火的房子，如果他们不愿意承担这个风险，就不能有

效地完成他们的工作。但是，假设问你，为什么消防队员喜欢冒险可



能是一件坏事？大多数人也能够想出一个具有说服力的解释——如果

消防队员承担不必要的风险，在没有适当预防措施的情况下就冲进着

火的房子、爬出高层窗户，他们就是将自己的生命置于与那些他们要

救的人一样的危险中。这说明我们不仅能够想出一些相反的理论，还

能够想出支持这些理论的论据，我们也因此逐渐相信了这些理论。

一系列研究证实了这些解释效应。在实验中让人们解释，相对于

那些较差的消防队员，为什么优秀的消防队员倾向于较少冒风险；或

者，为什么优秀的消防队员倾向于冒较多的风险（Anderson &

Sechler，1986）。已经解释过“愿意冒风险对消防队员来说是件好

事”的参与者，要比那些做相反解释的参与者，更加相信愿意冒险对

消防队员来说会更好一点。此外，当要求参与者根据别人的自我简

介，评价那些申请消防队员职位的申请人时，这些理论变化影响了参

与者对申请人的评价。解释过愿意冒险是好事的参与者，对爱冒险的

申请人评价更高，但解释过愿意冒险是坏事的参与者得出相反的结果

——他们对谨慎的申请人评价更高。

让人们解释其他的因果关系事件时，得到了相似的结果。例如，

人们很容易解释，为什么外向的人比内向的人更容易在学术上获得成

就（例如，外向的人可以依靠他们的社会技能从教授和朋友那里得到

帮助）。人们也可以很容易地解释相反的因果关系，即为什么内向的

人比外向的人更容易有学术成就（例如，内向的人会花更多的时间在

学习而不是参加舞会上）。当要求人们解释两种可能因果关系中的一

个时，他们都会认为自己所解释的那种因果关系更有可能

（Sanitioso，Kunda，& Fong，1990）。

为什么明明知道有证据支持相反的观点，人们还是会相信那个自

己曾做过解释的观点呢？最合理的解释是，解释行为使得支持这一解

释的知识有了高度易得性，当评价所解释事件的可信度时，我们依赖



了支持这一解释的信念的可得性。但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些易得性信

念并不是我们在这一问题上所拥有知识的代表性样本。因为在试图解

释一个片面的因果关系时，我们使用了有偏差的那一部分知识。

当我了解到关于人类行为的社会生物学解释，即采用进化的压力

解释人类当代的社会行为后，总会想到一些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的

确，对于进化力量如何导致男人喜欢漂亮的女人，而女人喜欢聪明的

男人这一问题，人们很容易就能做出解释。对于进化的压力如何导致

相反情形这一问题，人们要做出解释也并不困难。

坚持被驳倒的信念　假如我告诉你，你昨天参加的一次测验显示

了你有不同寻常的社会洞察力。然后给你些时间思考并接受这一信

息。过一会儿，我告诉你这只是一个玩笑，测试是骗人的，结果也是

编造的。现在，你如何看待自己的社会洞察能力呢？

显然，关于你的社会洞察力的信息已经完全被否定了，关于洞察

力你并没有什么新的了解；那么，你应该觉得自己与以前没有什么不

同。但研究发现，早先的陈述对你的自我看法似乎产生了影响，即使

发现早先的证据并不真实，人们还会坚持这种看法。

在一项研究中，将参与者置于一个他们曾想象过的同样情境中

（Ross，Lepper，& Hubbard，1975）。首先，让参与者分辨一些自杀

案例的真假，然后对参与者的反应给出错误反馈：告诉一部分参与者

他们做得很好，告诉另一部分参与者他们做得很差，告诉最后一部分

参与者他们做得一般。随后，告诉参与者，那些反馈信息都是错误

的，他们只是随机地给予了积极、中性或消极的反馈信息。虽然实验

者已经说明前面的反馈信息是不可信的，但那些反馈信息还是影响着

参与者的自我看法。那些得到积极反馈的参与者，仍认为他们在区分

自杀事件任务中表现得更好；并且认为在这类任务上，比那些得到中



性反馈参与者的敏感性更好。得到消极反馈的参与者也始终认为，他

们在此任务以及相关的感受性任务中表现得相对较差。

易得性启发法能够解释这种坚持被驳倒信念的现象。你得到的反

馈信息是你有异乎寻常的敏感性，这会导致你试图将这一信息运用到

对自己的认知上。你也许能回忆出，在你的邻居向你透露他们夫妻不

和的信息之前，你如何觉察到他们的婚姻出现了危机；你如何预先猜

测到你的朋友已经为你策划了一场惊喜的舞会；你为何总是知道什么

礼物最让母亲满意。所有这些最初得到的信息，即使后来知道是虚假

的，但因为它们仍然是易得的信息，所以还会继续影响人们的自我判

断。现在还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这种坚持效应是由信息易得性的增

强所致。但是，正如前面讨论过的那样，已经有明确的证据显示，与

自我有关的信息如果更加易得的话，就更容易影响自我认知。

人们会坚持被驳倒的信念，认识这一现象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

么诽谤会有如此大的害处。一旦某个指控使人声誉受损，即使这项指

控不成立，也极难恢复被指控者的名誉。

想象　想象一下，你走在一条安静的街道上，忽然一辆警车停在

你身边，两名警察跳下车，指控你是一个持械抢劫的嫌疑犯，并且将

你按到警车上，搜你的身并铐上手铐，押回警察局拘留。闭上眼睛，

尽可能生动地想象这一情节。然后思考以下问题：如果有一天，你因

持枪抢劫而被捕，会是什么样子，不管你是无辜的还是有罪的？值得

注意的是，仅仅只是想象这一行为，就会让你认为这些事情有可能发

生（综述参见Koehler，1991）。

一系列研究证实了这种想象带来的后果。让参与者想象自己因犯

罪而被捕、赢得免费去夏威夷旅行的机会、享受有线电视带来的好处

等情形（Gregory，Cialdini，& Carperter，1982）。后来，想象过

这些事件的参与者比没有想象的参与者，更相信这些事件有可能发



生。想象享受有线电视情境的参与者比那些只听说过有线电视好处的

参与者更愿意订购有线电视频道。类似的结果也出现在另一项研究

中，在实验中要求参与者想象自己在一项字谜任务中成功或失败，并

解释他们想象的结果。那些想象成功的参与者比想象失败的参与者，

对自己的表现有更高的期望；参与者的实际行为也会受到想象结果的

影响：想象自己成功完成任务的参与者，其实际表现比想象失败的参

与者要好（Sherman et al.，1981）。想象还可以增强人们对自身并

不会参与的社会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的预期，如某位特定政治候选人的

竞选（Carrol，1978）。

易得性启发法可以用来说明上述研究结果。人们想象过一件事

后，想象的情节历历在目，所以，这些情节更易得到。如果依赖这种

想象的易得性去评价事件的发生概率，就会使我们认为这种想象的事

情更有可能发生。有时，如果当前的易得性想象与我们记忆中实际发

生的事情同样丰富生动时，我们还会错误地将这一想象当真

（Johnson，Hoshtroudi，& Lindsay，1993，参见第5章）。

锚定与调整

随机挑选一个数字，比如我哥哥的年龄，34岁。现在，你猜想联

合国中非洲国家的数量是大于还是小于34？

很明显，该年龄数字与你的估计完全无关，应该不会对判断产生

影响。但事实并非如此，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1974）认为这种随

机、不相关的初始值会对判断产生很大的影响。在一项研究中，问参

与者同样的问题，只是以通过转动一个幸运轮所产生的随机数字作为

初始值。那些得到较小初始值的参与者认为联合国中的非洲国家只有

25个，而得到较大初始值的参与者则认为有45个非洲国家。即使为参

与者的准确性提供报酬，参与者还是会如此推断。最初的起始值，似



乎成为了“锚”，即使它并非相关因素。当我们以这种锚为参照上下

调整我们的判断时，通常都不会有太大的变动。所以，我们的判断会

通过这种锚产生偏差。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把这种现象称为锚定

（anchoring）。

锚定通过启动特定的相关知识，使个体对目标靶的判断产生偏差

（Strack & Mussweiler，1997）。在经典的锚定现象实验中，首先要

求参与者做一个比较判断，加入联合国的非洲国家数量是大于34，还

是小于34？为了做出判断，他们使用与锚等价的信息，对目标（联合

国中非洲国家的数量）构建一个心理模型。也就是说，他们建立的目

标模型偏向于锚（的数值）。在已经建立的有偏差的目标模型基础

上，参与者得出关于目标的绝对化判断（联合国中的非洲国家有多

少？）。如果锚使判断产生偏差是因为它促使人们建立了有偏差的目

标模型，那么锚所带来的偏差作用，就应该限定在那个特定的目标

上。事实正是如此。例如，在对一个目标进行比较判断的背景下（勃

兰登堡门的高度是大于150米，还是小于150米？），参与者得到一个

锚，这个锚马上就会使他们对目标的判断产生偏差（勃兰登堡门的高

度），而不会影响参与者对不同目标的判断（勃兰登堡门的宽度）。

锚必须激活与目标相关的知识，才能影响人们对目标的判断。

锚定效应表现在大量的数字性判断中，包括房地产经纪人对房屋

的评价，人们对核战争爆发可能性的评估，以及学生对地理距离的估

计 （ Northcraft & Neale ， 1987；Plous ， 1989；Tversky &

Kahneman，1974）。在上述以及其他判断中，那些能够作为锚的不相

关数字，使人们的评估产生了偏差。

锚定与社会性判断



尽管关于锚定现象的早期研究都集中在数字锚对数字判断的影响

上，但社会心理学家很快便意识到在对非数字情境进行判断时也会出

现锚定现象。思考这样一个经典的社会心理学实验，在该实验中，一

部分参与者看到的场景是实验者让一个人写一篇支持某个人的文章，

另一部分参与者看到的场景则是实验者让一个人写一篇反对某个人的

文章。在阅读了那个人写的支持或反对文章后，让参与者推测文章作

者对某个人的真实态度。这一研究以及其他相似的实验所得到的结果

如下：与阅读了反对某个人文章的参与者相比，阅读了支持某个人文

章的参与者认为文章作者更支持某个人；尽管事实是，写文章的人在

这种情境中别无选择，只能按实验者的要求来写文章，但参与者仍然

如此判断。换句话说，人们过度地将个体的行为归因于他们潜在的态

度和倾向，而较少地归因于环境的限制（Tone& Davis，1965，见第9

章）。这种现象被称为对应偏差或基本归因误差。

George Quattrone认为锚定是产生基本归因错误的重要原因：人

们以文章作为起始点或锚，参照这个锚上下调整他们的判断

（Quattrone，1982）。他们可能会对自己说：“这篇文章是支持某个

人的，但我也知道约翰是被迫写的这篇文章，可能他不会像文章中那

样支持某个人，因此我应该推测他实际上没有文章中那么极端。”如

果参与者以这种方式将文章作为起始点或锚，但却未能充分围绕锚调

整他们的判断，那么他们的判断就会因为锚产生偏差。

这种锚定现象普遍存在于社会性判断中。在对别人进行评价时，

我们可能会以自己的特征和态度为锚；而在试图评价我们自己的态度

时，我们会以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为锚。结果，我们会认为别人与我们

很相似（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就会从阿谀奉承或批评指正中得出偏

离实际情况的结论。在评估一个群体成员时，我们可能以群体的刻板

印象为锚；或是在评估刻板印象时，以群体中一个成员的行为为锚。

结果，我们可能会认为个体与他所在的社会群体更加相像（有可能超



过实际情形），也可能出现将个体行为过度概括到整个群体的错误。

在评估不那么极端的行为时，我们可能以极端行为为锚；或是在判断

极端行为时以一般行为为锚。结果，我们对那些让我们想起一个杰出

人物的个体的评价高于其实际情况；而对那些明显胜过其同伴的个体

的评价低于其实际情况（所有这些例子都基于真实现象，我们会在后

面章节讨论）。

无论何时，只要注意到，由于所提供的或易得的信息使人们的判

断产生偏差，我们就需要考虑，这可能是由于锚定偏差信息所致。

我们可以克服由易得性启发法和锚定带来的偏差吗

很多偏差来自于对代表性启发法的运用，因为人们没能使用更为

合理的统计性启发法。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拥有做出正确推断所需的

所有信息，甚至拥有正确的统计性启发法，只因为我们没有使用这些

启发法，偏差就产生了。的确，当人们能够意识到这些相关信息时，

如基础比率和样本大小，就会在推理中使用这些信息。此外，在某些

不确定领域的学术经历及统计教育会增加人们对统计性启发法的应

用。尽管最精明的统计学家也会深受偏见之害，但我们不必悲观，我

们至少能够降低这种偏见的普遍性和影响程度。

当我们思考该如何克服那些由易得性启发法和锚定产生的偏差

时，情况就不容乐观了。易得性启发法促使人们使用出现在脑海中的

信息去评估频率或做出其他判断。即使我们已经意识到脑海中出现的

信息可能是有偏差的，也不可能知道会出现多大的偏差。例如，想不

起第三个字母是R的单词，我们又如何能够确定它的数量呢？或是，如

果别人不说出讨厌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又怎么能够知道到底有多少

人不喜欢呢？如果既没有客观的信息，又不依赖于事例的易得性，我

们该如何估计频率呢？



当我们试图摆脱由锚定产生的偏差时，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我

们经常注意到锚不是无关就是太极端，因此我们才会调整我们的判

断，使之偏离锚。但我们如何知道究竟应该调整多少呢？我们意识到

锚定会使我们产生偏差，但我们如何摆脱它的影响呢？如果我们试图

校正一个锚的影响，又如何确定我们是校正不足，还是矫枉过正呢？

与代表性启发法不同，易得性启发法和锚定带来的偏差，不是因

为我们不知道或没有使用更合适的启发法；相反，将它们视为一种心

理污染也许更合适 (通过易得性启发法或锚；Wilson & Brekke，

1994)。即使我们不想让自己的判断被其污染，但也很难消除这种污

染。

虽然我们不能消除由易得性启发法和锚定现象带来的偏差，但对

这种潜在偏差的认识，至少会让我们警惕判断中可能出错，这会促使

我们更谨慎，也会使我们尽可能地寻找更客观的信息。

仔细思考和使用启发法

社会认知领域的研究者们建立了一些双加工过程的认知模型。虽

然这些模型在细节上稍有不同，但它们有同样广泛的假设：人们会在

两种不同的思考模型间变化。有时我们进行的是谨慎、详细和精密的

思考过程，全神贯注于当前的问题，并试图寻找最佳的解决方法。而

有时，我们也会有一些更粗略、肤浅的思考过程，对问题花很少的时

间和注意力，力求快速简单地解决问题，即使解决方法不够完美

（Chaiken & Trope，1999；目标对加工过程模式的影响，参见第6章

的讨论）。

面对一条有说服力的信息，我们可能仔细思考信息中论据的优点

和缺点，也可能只对那些表面的线索有反应，如演讲者的身份（综述



参见Eagly & Chaiken，1993）。在解释一个人的行为时，我们可能仔

细分析行为发生的情境，试图考虑所有促使个体做出该行为的原因，

也可能只是快速、自动地对个体的潜在人格做出结论（综述参见

Gilbert，1989，另外参见第7章）。同样，在对一个人形成印象时，

我们可能努力将所知道的关于这个人的一切信息整合起来形成对他连

贯一致的印象，也可能仅仅只是把此人归入某一显而易见的社会范畴

中（Brewer，1988；Fiske & Neuberg，1990）。总之，人们的推理过

程既可以谨慎而精细，也可以快速而粗略。

由于本章所讨论的几种非统计性启发法——代表性启发法和易得

性启发法——通常被认为是“快速而粗略”的方法，有些人将对它们

的使用与肤浅、不经大脑仔细思考的过程等同。此观点认为，人们在

肤浅、相对不需要动脑筋的思考过程中使用这种相对简单的启发法；

而在谨慎、精细的思考过程中，就会更多地依赖复杂和精密的原则

（Bodenhausen，1990）。为了支持这一看法，一个关于说服力的重要

模型将人们的加工过程区分为“系统式加工过程”和“启发式加工过

程”（Chaiken，Liberman，& Eagly，1989）。这种区分可能无意中

促成了这种假设：启发式加工过程被认为是相对肤浅和不经大脑仔细

思考的过程，它促使人们更多依赖于代表性启发法和易得性启发法。

事实并非如此。这些非统计性启发法并非必然比统计性启发法更

简单和容易。例如，当你试图解释为什么新人在第一年的表现通常都

比第二年好时，统计性答案就是“回归平均数”，得出这一答案所需

要的思考和努力远不及人们得出非统计性因果解释所做的努力（“他

也很想成功……第一年后，有很大的压力，要让自己保持优秀的表

现……”，Nisbett et al.，p.361）。而且，仔细思考并不一定会减

少人们对代表性启发法和易得性启发法的依赖。有研究表明，仔细思

考有时能够减少对非统计性启发法的应用，有时会增加对它们的应

用，有时则对它们的应用没有影响（综述参见Kunda，1990）。



有时候，仔细思考会减少人们对非统计性启发法的依赖。例如，

一项研究发现，清醒的个体比疲劳的个体更少犯合取谬误。合取谬误

就是，相对于单一范畴，参与者会更倾向于认为一个人属于一个联合

范畴，例如女权主义者和银行出纳员（Bodenhausen，1990）。人们假

定，这种合取谬误来自于对代表性启发法的使用，这在之前已经讨论

过了。显然，在做判断时，清醒（不是疲惫的时候）的时候人们仔细

地思考，可以减少他们对代表性启发法的依赖，而更多地运用更合理

的统计性原则。

但也有另外的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果。在某些情况下，仔细思考

会增加非统计性启发法的应用，从而增加偏见和错误。例如，一项研

究中，引导参与者进行仔细思考（他们知道随后要向调查者解释他们

的答案，因此会仔细思考），这些参与者比那些草率得出结论的参与

者更容易产生稀释效应，即所给予的关于此人的无关信息会影响参与

者对此人的预测（Tetlock & Boettger，1989）。类似地，在另一项

研究中，引导一部分参与者仔细思考（告诉参与者这是在测验他们的

智力，他们就会仔细思考），相对于那些草率得出结论的参与者，仔

细思考的参与者更容易在卡尼曼和特韦尔斯基的医院问题中犯错误

（Pelham & Neter，1995；相关讨论见第6章）。稀释效应和在医院问

题上被误导的直觉，都典型地依赖于代表性启发法，这在前面已经讨

论过了。所以，这些研究都显示，谨慎思考会增加我们对代表性启发

法的依赖。

为什么仔细思考有时会增加人们对代表性启发法的使用，有时又

会减少人们对它的使用呢？作者相信，仔细思考会促使人们选择那些

他们认为最适合解决当前问题的启发法。有时，这将使得人们正确地

选择适当的统计性启发法而非代表性启发法。然而，正如本章所述，

人们对统计原理的理解是不稳定的，仔细的思考有时会导致人们认为



使用代表性启发法比统计性启发法（如先验概率或样本大小）更合

理。

总之，思考的深度与启发法的选择之间并没有简单的联系。统计

性和非统计性的启发法在仔细思考和简单粗略思考这两种情况下都可

能被使用。仔细思考将引导我们偏向那些经过深思熟虑后认为更好的

启发法。我们思考时，偏向于使用统计性启发法还是非统计性启发

法，这取决于我们对问题及其所在领域的理解，以及对一些统计知识

的掌握。

总结

当人们在不确定情境中进行推理时，通常使用各种启发法，即依

靠经验和直觉快速判断。毫无疑问，人们多多少少理解一些统计原

理，却常常使用非统计性启发法而不是统计性启发法。

人们使用代表性启发法来判断一个事例属于某个特定范畴的概

率，或一个事件由一个特定原因造成的概率。这种启发法作为概率判

断的依据是基于事例与范畴之间的相似性，以及事件与原因的一致

性。当事例的特征与某一范畴成员吻合，或事件发生的特征与其原因

一致性高，而且相似性在判断时是唯一重要的信息时，这种启发法能

帮助我们做出很好的判断。然而，当事物的特征并非唯一重要的信

息，而我们又只依据这些事物的特征进行判断，忽略其他诸如先验概

率和样本大小这些重要信息，并且不能理解重要统计原理的价值时，

该启发法就会带来麻烦。结果，我们就会在试图解释他人的行为、预

测自己或他人可能的行为及结果、推断某人的职业以及形成对他人的

印象时，出现一系列的错误。



人们究竟会采用代表性启发法还是采用统计性启发法去判断一个

特定的问题，由许多因素决定。这包括我们对概率问题在所涉及领域

中的作用的认识，强调统计性或非统计性信息及相应启发法是否重要

的情境线索，以及我们对统计知识的掌握。

人们常使用易得性启发法评估事件的频率并做出相关频率判断。

采用这种启发法进行判断的基础是相关信息容易在大脑中出现，即信

息的易得性。当事件的易得性与事件的真实频率高度相关时，这种启

发法有助于我们做出很好的判断，这种情况经常见到。然而，想象这

些事件的难易程度也受到一些与频率无关因素的影响。在这种情况

下，我们就会对一些问题，诸如判断各种风险的普遍性程度、我们对

共同成果所做的相对贡献、个体对一个群体的影响，以及自己的行为

模式上，做出错误的判断。

人们在判断时，常常将一些无关数值作为锚，并且依据这些锚做

不充分的调整。结果，这些无关数字使我们的判断产生偏差，如判断

核战争爆发的概率、房地产的价值、个体的态度以及一个群体的特

征。总的来说，我们很难克服由易得性启发法和锚定现象带来的偏

差，因为我们无法知道自己的判断在多大程度上被这些无关因素所污

染。

第4章　假设检验、共变关系检测和反事

实思维

本章将讨论有关我们理解和体验社会世界的方式中至关重要的几

个判断任务。我们的很多社会知识都是在检验关于社会世界的假设过

程中积累起来的，例如，这是个值得信赖的人吗？我会喜欢这个社会

活动吗？我是否受到了公平的对待？我们也通过评估属性与事件的共



变关系来获取知识，例如，图书馆管理员是不是特别害羞？儿童吃完

糖果后，会不会变得多动？在本章中，我回顾了一些表明人们进行推

理任务的能力是有限的证据。在对自己和他人的属性作出结论时，我

们所使用的检验假设和评估共变关系的策略会产生系统偏差，使我们

发现事实上并不存在的共变关系，阻碍我们发现真实的共变关系。我

也会讨论使假设检验和共变关系的评估产生偏差，以及影响其准确性

的一些因素。我还会解释为什么人们对社会事件的判断这么容易出

错。

我们理解和体验事件的方式，不仅受到我们对已发生事件信念的

影响，还会受到我们对将来可能发生的事件的预期的影响。有时，我

们可能会为了使事情的结果变得更好而苦恼，例如“若是……，那该

多好啊！”。有时，我们会感到非常的幸运，因为事情没有变得像想

象的那么糟。我还会综述在不同情境下我们持有的、让我们产生反事

实想法的一些原则，同时揭示它们会影响我们对事件的评估和对事件

的情绪反应。

假设检验

回想一个你熟悉的单身女士。假定我的朋友弗兰克想找一个女朋

友。他喜欢性格外向的、友善的、容易相处的和大方的女士。你认为

他会喜欢你的朋友吗？她的性格外向吗？

你会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当你想判定她是不是性格外向时，你想

到了哪些关于她的信息？一种策略是提取有关她的所有信息，回忆所

有可能表明她性格外向的证据，如友善的行为、与陌生人讲话等等；

同时回忆所有可能表明她性格不外向的证据，如害羞、回避社会交往

等等。综合这些信息，你能够对她的性格是否外向做出客观的评价。

但是，事实上我们通常不会平衡地搜寻两方面的证据，而是倾向于收



集某一方面的证据。在判断自己的朋友是否性格外向时，大多数人只

会寻找她外向表现方面的证据来判断她是否性格外向，而不会同样努

力地寻找她性格内向方面的证据，证明她是内向性格的人。

证实策略

Klayman 和 Ha（1987）将这种片面的假设检验的方法称为证实策

略（positioetest strategy）。当你采用这种策略时，你会通过寻找

与假设相符的事例来检验假设。当判定你的朋友是否性格外向时，你

会寻找她性格外向的证据。如果你能找到这种证据，你就得出假设被

证实（她确实是性格外向）的结论。如果你找不到这种证据，你会得

出假设不成立的结论。当证据非常清楚时，这种策略是非常有效的。

举例来说，如果你朋友的行为表现一贯外向或一贯内向，那么片面搜

索证据也无关紧要，因为更平衡的搜索也将得出相同的结果。但是，

如果相关的证据是混杂不清的，证实策略则可能误导你的评估。例

如，你的朋友在某些场合表现得外向，在其他场合却比较害羞，仅仅

查找她性格外向的行为事例，会使你误判她比实际情况更加外向。在

这种情况下，证实策略会误导你，让你的假设得到证实。

人们评估自己的假设时，无论是从记忆中搜索已经存在的知识，

还是从外部世界搜索与假设相关的新证据时，都是采用证实策略来验

证假设。证实策略在社会领域里的应用，特别容易导致假设得到证实

的错误，原因有两个：一是人们的社会行为在不同的情境下是不同

的，二是我们关于他人的信息是混杂的，可以同时支持两个对立的假

设。

验证关于他人的假设



有偏记忆的搜索　面对我们熟悉的人，我们常常会产生新的疑

问：我的熟人会是一个好的室友吗？我的孩子在附近的学校里能够健

康成长吗？我的兄弟会成为优秀的律师吗？Marke Snyder和Nancy

Cantor（1979）着手研究人们在检验针对熟人的假设时，是否会采用

片面的搜索策略——在记忆中寻找信息，即搜寻那些符合假设的记忆

信息。为此，他们首先给被试提供一些关于简的混杂信息。被试阅读

简一个星期内的生活概况，其中描述她在某些场合表现出外向性格，

而在另外一些场合表现得性格内向。例如，她在博士的办公室里与人

热情交谈，而在工作休息的时间里却不愿意与别人一起聊天；她在慢

跑时和陌生人交谈，而在超市里却表现得很害羞。两天后，被试回到

实验室，要求被试完成假设检验的任务：要求一半被试判定简是否适

合做房地产经纪人（尽管指导语中没有明确的说明，但人们一般认为

从事此项工作的人需要具备典型的外向性格）；要求另一半被试判定

简是否适合做图书管理员（一般认为从事此项工作的人需要具备内向

性格）。

实验要求被试认为简适合做房地产经纪人或图书馆管理员时列出

相关的事实证据。从表4.1上两行可以看出，被试确实采用了证实策

略，那些认为简适合做房地产经纪人的被试，提取简性格中外向的事

实证据（4.03）多于性格内向的事实证据（1.28）；而那些认为简适

合从事图书管理员工作的被试，提取她内向性格的事实证据（2.56）

多于外向性格的事实证据（1.00）。这种情况就好像被试问自己“我

知道简的哪些特点适合做这份工作？”而不是问“我知道简的哪些特

点与此是不一致的？”。

更为重要的是，有偏向性地提取有关简的一些事实证据必然导致

假设得到验证的结果。如表4.1下面两行数据显示，那些要求检验简是

否适合从事房地产经纪人这份工作的被试认为，相比图书管理员，她

更适合成为一名房地产经纪人。与此相反，那些要求检验简是否适合



从事图书管理员工作的被试认为，相比房地产经纪人，她将更适合成

为一名图书管理员。当我们手头上有关于一个人的混合信息，而又热

衷于关于此人的片面假设，必然导致我们对自己的假设更有信心。

表4.1　被试回忆有关简性格外向、内向的事实数以及对她从事两种工作适宜性的

评价分数

资料来源：Snyder & Cantor (1979，表2，p.338). Copyright 1979) by

Academic Press.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有偏证据的搜索　我们经常对刚刚认识的、不熟悉的人进行片面

假设检验。这可能是源于先前的预期（艾略特的老师说他很聪明，真

是这样吗？）、刻板印象（律师一般都是好斗的，这个律师好斗

吗？），或者我们的目标（我想雇佣一个热情、细心的保姆，我正在

面试的这个人热情、细心吗？），当我们为评估关于他人的这类假设

而搜集我们需要的证据时，我们会依赖证实策略，因为人们的行为在

任何一个人格维度上都很少一致，通常会导致假设得到证实的错误。

Mark Snyder和William Swann等人的一系列研究表明，这种偏差确实

存在。

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要求被试评估等候在另一个房间内的陌生

人的人格特征（Snyder & Swann，1978）。发给其中一半被试一份典

型的外向性格特征清单，其中包括开朗、有信心和热情等特征，要求



他们判断那个陌生人的行为和经历是否符合外向性格特征。发给另一

半被试一份典型的内向性格特征清单，其中包括害羞、文静和退避等

特征，要求他们判断那个陌生人的行为和经历是否符合内向性格特

征。然后，发给每个被试一张包含26个问题的表格，要求他们从中选

择12个问题提问，以确定此人是否具备某种性格特征。备选问题清单

中包括两种片面问题：11个问题旨在询问某人的性格是否外向的一些

行为事例（例如，“如果你想活跃聚会的气氛，你会怎么做？”“如

果你想认识一些新朋友，你会选择哪些场合？”）；11个问题旨在询

问某人的性格是否内向的一些行为事例（例如，“你希望自己在哪些

场合下可以更加开朗？”“有哪些原因使你难以向别人敞开心

扉？”），剩下的4个问题是中性的问题（例如，“你的职业目标是什

么？”）。

被试喜欢选择那些与他们要检验的假设相符的问题。当被试想评

估此人的性格是否外向时，选择的评估性格外向的问题比评估性格内

向的问题多；而当想评估此人是否内向时，与前面所述的选择恰恰相

反，他们选择评估性格内向的问题多于评估性格外向的问题。简而言

之，被试对问题的选择偏好，反映出他们采用了证实策略。

如果向别人提出这些有偏向性的问题，结果会如何呢？Snyder和

Swann推论，如果提出的问题中大部分是评估性格外向的问题，将会给

回答者很多的机会展现其性格外向的一面，却留下很少的机会让其表

现性格内向的另一面。结果，回答者可能传达了一个性格外向的自我

形象。同样地，如果那些提出的问题中大部分是评估性格内向的问

题，回答者会表现得更加内向。这些推论得到了后续研究的证实，后

续研究与初始研究的方法相同，唯一不同的是问题选择之后，将这些

问题向另一名被试（回答者）提问，研究者对提问过程进行录音，只

保留回答者的回答（磁带中的问题被剔除）。对此项研究一无所知的



一组评判者听这些磁带，评定每个回答者的性格外向性等级（Snyder

& Swann，1978）。

与初始研究结果一致，被试偏好那些和他们要检验的假设相符的

问题。此外，这些片面问题限定了回答者向别人传达的印象。与那些

要评估其性格是否内向的评价者相比，那些要评估其性格是否外向的

评价者，提出了更多检验性格外向的问题，使回答者表现得更为性格

外向。即便是另外的一些评判者，在没有听到回答者被问的问题，只

听到回答者的回答时，对回答者性格的评定也是外向。可见，评价者

采用证实策略时，他们收集片面的证据，进而证实他们的假设。推而

广之，当我尝试判断你是否开朗、害羞、自信时，我采用的证实策略

能够限制你的反应方式，从而有利于证实我对你的假设。

上述结论受到了Trope和Bassok（1982，1983）的质疑，他们指出

在Synder和Swann的研究中，被试没有机会提问那些可以真正揭示某人

性格是否外向的诊断性问题。他们认为，当某人被提问时，例如，

“如果你想活跃聚会的气氛，你会怎么做？”。他实际上是被迫像性

格外向的人那样做出反应，他展示内向的唯一方法是否定该问题的假

定（我并不经常活跃聚会的气氛），然而出于礼貌，否定别人提出的

问题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这样的问题不能真正区分性格外向和性格

内向。Trope和Bassok认为，如果让人有机会问那些诊断性问题，人们

可能采用诊断性策略，也就是说，不管他们的假设是否成立，他们都

会选择最具有区分度的诊断性问题。

在一项检验这种看法的研究中，Trope和Bassok（1983）重复了

Snyder 和Swann最初的研究，但他们使用诊断性问题代替原来的问题

（例如，“你喜欢热闹的聚会吗？”“你因为害羞而回避社会交往

吗？”）。他们操纵了问题的诊断度，一些问题对性格内向或性格外

向有很好的诊断度，例如前面列举的两个问题，也有一些问题的诊断



度较差（例如，“你说话的声音大吗？”）。研究结果表明，被试十

分依赖诊断性策略：比起低诊断度的问题，被试更喜欢高诊断度的问

题；而且，诊断度的大小是被试选择问题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被试

宁愿选择不符合他们假设的高诊断度问题，也不选低诊断度的、符合

他们假设的问题。例如，被试检验某人的性格是否外向时，喜欢选择

“你因为害羞而回避社会交际吗？”这种具有高诊断度但不符合他们

假设的问题；而不太喜欢“你说话的声音大吗？”这种低诊断度、符

合他们假设的问题。

但是，被试在采用诊断性策略的同时，也采用证实策略：他们喜

欢问与他们的假设相符的问题。其他研究也发现，被试更加偏爱诊断

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喜欢与其假设相符的问题（Devine，Hirt，&

Gehrke，1990；Skov & Sherman，1986；Trope & Bassok，1982）。

如果要求被试在两个具有同等诊断度的诊断性问题之间进行选择，一

个问题符合他们的假设，另外一个问题不符合他们的假设；此时问题

的诊断性就不起作用，被试依靠证实策略。例如，当要求被试判断某

人的性格是否外向时，他们更喜欢问那些“外向性问题”，而不是具

有同等诊断度的“内向性问题”（Devine，Hirt，& Gherke，

1990）。当允许被试自己构建问题时，他们同样运用证实策略：他们

倾向于问别人一些符合他们假设的性格特征的问题；而不问那些与他

们假设相反的性格特征的问题。被问者倾向于肯定地回答这些片面问

题（可能由于他们自己也采用证实策略来构建答案），结果导致假设

得到证实（Zuckerman et al.，1995）。

可见，我们不是因为依赖证实策略，从而忽略问题的诊断度这个

重要信息；我们的确尝试提出各种可能的重要问题。然而，在我们收

集证据来检验假设时，我们依赖证实策略，这将会导致我们的判断偏

差。关于我们“自我”的判断，甚至也会受到证实策略的影响，接下

来我们讨论这个问题。



验证关于自己的假设

你自信吗？友善吗？快乐吗？你赞成减税吗？提高学费呢？福利

改革呢？你觉得你会喜欢独木舟漂流吗？参加高中同学聚会呢？听哲

学讲座呢？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需要回答这类关于我们自身的问

题。有时，我们可能已经有了一个预先存储的大致的答案（非常自信

可能是你的“自我意象”的核心）。但是，通常我们需要根据我们的

行为、想法和感受马上构建答案。在这些情况下，如果我们依靠证实

策略，我们就会选择性地搜索与问题相符的信息，来回答那些片面问

题。当我问你是否自信时，你从头脑中提取的可能是关于你自信的证

据；而当我问你是否不自信时，你从头脑中提取的可能是关于你缺乏

自信的证据。这种对自我知识的片面搜索可能影响一个人的自我观

念；由于受可得性启发法的影响，刚刚回忆过自己自信事件的人们，

可能认为他们比实际上的自我更加自信。因此，与被问及是否“不自

信”的人们相比，被问及是否“自信”的人们，认为自己更加自信。

为了确定自我观念是否只是简单地受到片面问题影响，Kunda及其

同事向学生提出了一些问题（Kunda et al.，1993）。在一项研究

中，一半被试回答“你的生活是否快乐”这个问题，要求被试写出他

们脑海里出现的过去的想法、情感和行为。另一半被试回答“你的生

活是否不快乐”，也要求被试将他们想到的过去的想法、情感和行为

写出来。被试回答问题时，采用的是证实策略：与那些被问及是否

“不快乐”的被试相比，那些被问及是否“快乐”的被试写出了更多

的快乐的想法和更少的不快乐的想法。而且，这一策略导致假设得到

证实：与那些被问及是否“不快乐”的被试相比，那些被问及是否

“快乐”的被试，认为自己的生活更加快乐。那些被问及是否“快

乐”的被试中，有4%的人认为自己不快乐（即在评定量表中给出中等



以下的消极评定）；而那些被问及是否“不快乐”的被试中，有19%的

人认为自己不快乐。

后续研究结果表明，只有在关于自我的“知识库”是混杂的，可

以同时支持两个相互对立的假设的情况下，关于自我的片面问题才会

导致假设得到证实。当人们的知识库相当一致时，例如，问题是针对

自我的相当一致的某个方面，或个体的社会行为相当一致，假设证实

的偏差就得以消除。在这些情况下，片面问题如何提问对自我观念没

有影响（Kunda et al.，1993）。片面问题引起自我观念的偏差，是

由于在不一致的自我记忆信息和信念中片面检索信息造成的。

这些研究的发现，对于我们如何设计调查研究、解释研究结果都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当你看到一个采用片面问题进行的调查，例如，

“你支持某项政策吗”，你应该意识到，这个调查很可能高估了这项

政策的公众支持率。相反的问题“你反对某项政策吗”，很可能低估

了同一政策的支持率。

人们也应该意识到，在对自己的态度、信念和特质进行评定时，

可能也受到自己或他人所提出的片面问题的影响。在选择自己的某种

偏好之前，最好问问自己，我是否也有相反的偏好。像这样考虑相反

情形的假设，可以更加平衡地搜索相关的信念，从而做出更能代表自

己真实态度的选择（Lord，Lepper，& Preston，1984）。

选择与否决

假设你在陪审团工作，陪审团的任务是审理一宗复杂的离婚案

件。你需要判定孩子的监护权归父母双方的哪一方所有。你可能会问

自己两个问题，父母双方中的哪一方应该获得监护权？哪一方不能获

得监护权？有人可能认为这两个问题是一样的，毕竟，当你把监护权



判给了某一方，同时你必须否决另一方的抚养请求。然而，问题的方

向会影响你的审判结果。Eldar Shafir推测，当父母双方中某一方的

某些方面优于另一方，而在其他方面不如另一方的时候，问题的方向

会影响判决的结果。例如，下面这对父母（Shafir，1993，p.549）：

父母中的一方（A）：中等的收入水平

中等的健康水平

中等的工作时间

与孩子的关系较好

社会生活相对稳定

父母中的另一方（B）：较高收入水平

与孩子的关系非常密切

社会生活极其活跃

经常出差

有点健康问题

在上述情况下，有很多理由将孩子的监护权判给B：B的收入比A

高；与孩子的关系也比A要密切。但是，也有一些理由认为B不适合做

监护人：B经常出差，而且有些健康问题。

如果你采用证实策略来做出判定，那么，当你问“谁应该获得监

护权”时，我们将主要关注那些让父母双方中的一方优于另一方的信

息。B在多个方面优于A，因此我们应该将监护权判给B。但是，当你问



“谁不应该获得监护权”时，我们将主要关注那些让父母双方中的一

方比另一方差的信息。B在多个方面比A差，因此不能将监护权判给B。

这在Shafir的研究中得到证实，被问“谁应该获得监护权”的被试，

多数选择B；被问“谁不应该获得监护权”的被试，多数选择B！

Shafir的这项研究和其他类似的研究都表明，当我们在选择胜利

者时（“谁应该获得奖金？”、“谁应该被研究生院录取？”、“谁

应该当选为政府官员？”），我们喜欢选择那些复杂的、有明显的优

点和弱点的人，而不是没有明显优点与缺点的普通人；因为我们有更

多的理由选择那些优点与缺点都明显的复杂人物。但是，当我们淘汰

失败者时（“从获奖候选人名单中删除谁？”、“研究生院拒绝录取

谁？”、“从政府官员候选人名单中淘汰谁？”），我们喜欢淘汰那

些有明显的优点和弱点的复杂人，而不是优点与缺点都不明显的普通

人；因为我们有更多的理由否决那些复杂的人。一个选择委员会通过

选择最佳的候选人而得出的候选人名单，与另一个选择委员会通过否

决最差的候选人而得出的候选人名单，有很大的差异。

申请者和入选人数的比例，部分地决定了人们采用哪种策略。如

果我们的任务是选择很少的申请者，录取比例非常低（如，100个申请

者竞争1或2个职位），我们注意的焦点是发现申请者的弱点和拒绝他

们的理由。但是，如果我们的任务是选择与录用很多申请者，录取比

例非常高（如，100个申请者竞争50个职位），我们注意的焦点不再是

拒绝申请者的理由，而是发现申请者的长处和选择他们的理由（Ross

& Ellard，1986）。结果，在只提供少数职位这种激烈竞争的情境

中，我们倾向于低估申请者的能力；而在一个竞争不太激烈的情境

中，对申请人能力的评价会偏高。

与陌生人相比，对于我们非常熟悉的人，我们的认识更加复杂和

详细。因此，与陌生人相比，我们有更多的理由选择熟人，也有更多



的理由否决熟人。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某些场合，我的儿子赞

美我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而在不快乐的情境下，他谴责我是世界上

最坏的妈妈……

预言的原因分析

回想一个你刚认识不久、不太熟悉的人。在未来的几个月里，你

觉得你至少会和他一起去看一次电影吗？或者，你会绕道而行，避开

他吗？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先花点时间思考你这样做或不这样做的

原因？有人可能认为，思考会与他一起去看电影的原因，可以增加自

己预言的准确性。实际上结论是否定的。

当分析预言的原因时，人们可能依靠证实策略，从而将注意集中

在做出这种行为的理由上。即便你不是特别喜欢那个人，你也会想出

一些和他一起去看电影的理由。结果，你会认为你确实有理由同他一

起看电影。为了检验这些观点，Wilson和LaFleur（1995）设计了一项

研究，他们要求大学女生联谊会的成员针对一个新认识的成员做出类

似的预言，预测在下学期她们对待新成员的可能行为。同时，还要求

其中一半的被试，在做出预言之前，列出这样做或不这样做的理由。

该学期结束后，Wilson和LaFleur记录了被试针对那个新成员的实际行

为的报告。这可以帮助研究者分析被试预言的准确性。

要求被试分析他们预期行为的理由，使得他们高估了预期行为的

可能性。这表明，采用证实策略，使他们倾向于思考做出这些行为的

原因；而且，他们的预言基于这种有偏差的思考之上。然而，原因分

析对他们的实际行为并没有影响。因为原因分析只会增加我们对某种

行为出现可能性的预期，而不会改变某种行为实际出现的可能性；所

以，原因分析的结果实际上降低了预言的准确性。在以下两种情况



下，进行原因分析都会降低预言的准确性：一种情况是，没有这样的

原因分析，人们能够做出较为准确的预言；另一种情况是，人们已经

高估了行为产生的可能性。当然，如果人们在开始时低估了行为出现

的可能性，原因分析可以增加对行为出现概率的估计，从而提高预测

的准确性。

我们通常认为仔细思考可以增加我们推理的准确性。上述研究的

结论与我们的直觉相反，仔细思考有时弊大于利。当我们仔细思考问

题，并且采用启发法策略（如证实策略），仔细思考会增加“偏差”

（参见Tetlock & Boettger，1989；参见第3章的相关讨论）。

至此，我们已经讨论了如何针对单一属性进行的假设检验，如

“简性格内向吗？”“我会和她一起去看电影吗？”。接下来我们将

探讨，如何检验复杂的假设——涉及两个相互联系或相关的变量的假

设。

共变关系的检测

电脑黑客缺乏人际交往技巧吗？优秀的科学家会是优秀的老师

吗？在家里不听话的孩子，在学校也会调皮捣蛋吗？你和你最好的朋

友对电影的评价一致吗？这些问题都涉及两个变量的共变关系。在我

们的日常生活中，经常需要分析类似的共变关系。为了理解我们的社

会环境，我们必须确定团体成员与行为之间的共变关系、两种情境下

行为之间的共变关系、两个人的观点之间的共变关系等。由于我们很

多的社会知识都是基于对这些共变关系的认识，因此确定共变关系的

能力非常重要。在某些情境中，我们可以很准确地评估共变关系；但

是在评估共变关系时，我们也会经常陷入困境，结果经常对社会环境

形成误解。



利用2×2表格评估共变关系

假设你想探讨教授与心不在焉之间的联系或共变关系。教授是不

是特别容易心不在焉？为了收集必需的信息，假设我漫步在大学校园

里，观察行人，区分哪些是教授，哪些不是；同时记录他们是否心不

在焉。数据见表4.2。请你留心分析一下表中的数据，基于这些信息，

是否可以认为教授特别地心不在焉吗？

表4.2　假设的数据

怎样来回答这个问题呢？为了判定教授与心不在焉之间是否有联

系，我们必须知道心不在焉的教授与没有心不在焉的教授的比例

（600:400，也就是3:2），是否显著地高于非教授的同一比例

（300:200，也就是3:2）。然而，此例中两者的比例相同，因此教授

和心不在焉之间没有关系。

然而，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表格中的4个单元格之间的数据是相关

的。相反，人们倾向于只关注这些单元格的一两个。很多人只关注

“是—是”单元格的数据，即标定为A的单元格（在本例中代表心不在

焉的教授人数；Smelsund，1963；Jenkins & Ward，1965）。仍以表

4.2的假设数据为例，由于单元格A的人数最多，只关注单元格A的数据

可能会受到误导，使人们相信教授特别容易心不在焉。另一个经常采

用的策略是，比较单元格A和单元格B（比较心不在焉教授的人数和没

有心不在焉教授的人数），由于心不在焉的教授人数比没有心不在焉



教授的人数多，因此，这个策略也会误导人们，使其看到并不存在的

共变关系，以为教授特别容易心不在焉。很少有人意识到表4.2中的4

个单元格的数据是相关的（综述参见Klayman & Ha，1987）。

人们只关注“是—是”单元格数据的这种倾向，可以看做人们采

用证实策略的例子。当判定教授是否心不在焉时，我们搜集支持这一

假设的事例，即心不在焉的教授。比较单元格A和单元格B的这种倾

向，同样可以看做采用证实策略的例子，我们搜集符合这一假设的案

例——所有教授中出现心不在焉的人数（单元格A），或者没有出现的

人数（单元格B）（Klayman & Ha，1987）。

有些人争辩说，占星术真的很灵，这就是我经常遇到的发现错误

的共变关系的事例。迷信占星术的人们经常以少数几例“星位”准确

预测了事件，从而相信占星术。这种只关注单元格A中数值的做法不够

好。要准确确定这种共变关系，还需要知道占星术预言将会发生、但

没有发生的事件的数量（单元格B），即便这样还不够。还需要知道星

位没有预言但发生了的事件的数量（单元格C），以及星位没有预言

过，也从未发生过的事件的数量（单元格D）（Nisbett & Ross，

1980）。

相较而言，通过列联表评定共变关系要简单得多，而通过在几个

月的时间里遇到的教授与其他人群是否心不在焉，来评价教授是否特

别心不在焉，这要难得多。而将数据整理到2×2表格中，可以避免根

据很长一段时间内发生的许多事件评定共变关系，避免受到错误记忆

和错误编码的干扰。在这种相对简单的任务中我们尚且遇到困难，这

对于我们在更加复杂的自然观察中探讨共变关系不是个好兆头。人们

或许会说，他们对2×2表格数据的推理没有经验，他们在其他熟悉的

推理任务中会表现得很好。其实，情况并非如此。像接下来要讨论的

一样，人们对更自然的共变关系的探测同样会遇到困难。结果是，我



们通常会发现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相关关系，却不能发现实际存在的相

关关系。

虚假相关

很多医生和患者都相信，关节疼痛受天气状况的影响。然而科学

研究却没有发现它们之间的联系。Redelmeier和Tversky（1996）认为

是错误的共变关系探测导致人们产生这种观念，人们可能看到事实上

并不存在的“虚假相关”（illusory correlation）。为了检验这种

可能性，他们在15个月内，跟踪研究18位关节炎患者，每月两次记录

病人和医生报告的疼痛和不适感的程度，同时记录对应时间段当地的

天气情况，包括大气压力、气温和湿度。几乎所有的病人都深信关节

疼痛程度和天气状况高度相关。然而，当研究者将病人报告的疼痛程

度和当时的天气情况进行相关分析时，并没有发现显著的相关，平均

相关值趋近于零。

证实策略可能导致了这种虚假相关。如果我们的先入之见使我们

期待某种相关关系的出现，那么我们会特别注意那些反映这种相关关

系的事例。关节炎患者会特别注意伴有关节疼痛加剧的天气变化，不

太注意那些关节疼痛加剧而天气没有变化或者天气变化而关节疼痛没

有加剧的事例。结果，当关节炎患者评定天气变化和关节疼痛程度之

间的相关关系时，那些证实这种相关关系存在的事例较多且容易提

取，这就对相关关系的估计造成不利影响。

在Loren Chapman和Jean Chapman（1967，1969）的一系列研究

中，对于因先入之见和期望而导致人们看到实际数据中并不存在的虚

假相关的情况做了更严密的检验。他们着手研究的问题是，尽管很多

研究结果表明投射测验不能有效地测量人格特征，为什么临床心理学



家继续使用和相信投射测验（例如，画人测验）。Chapman和Chapman

认为，可能是临床医生使用投射测验的经验，使他们“看到”了病人

对于测验的反应和病人的症状之间的虚假相关。他们的研究证实，这

种虚假相关的知觉是由先前的期望引起的，即使数据分析结果证实这

种相关关系并不存在，他们依然认为这种虚假相关的确存在。

一系列研究将注意投向非常流行的罗夏墨迹测验，这种测验向被

试呈现一些由墨迹形成的图案卡片，要求被试回答在每张卡片上看到

了什么？Chapman和Chapman针对这种测验开展了一系列研究。他们研

究人们如何评价同性恋与罗夏墨迹测验的特定反应之间的相关关系。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研究课题，因为先前的罗夏墨迹测验研究发现两

个经过证实是可靠的但是与直觉相反的相关关系：同性恋比异性恋更

容易在某一张卡片上看到恐怖的怪物，也更容易在另外一张卡片上看

到似人又似动物的双观图。同时，很多凭直觉看来两者应该有相关关

系，实际上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相关关系。与直觉相反，同性恋者与异

性恋者相比，他们并没有更多地看到与肛门、女性衣服有关的内容，

或者看到不男不女的人。

Chapman和Chapman首先研究发现，临床医生关于投射测验的经

验，使他们对这种基于高度直觉却不稳定的相关深信不疑。他们的研

究也发现，缺乏有关经验的学生也持有同样的观念，因此，临床医生

的这些观念可能是根植于广泛的、文化的假设，而不是基于其单纯的

临床经验。Chapman和Chapman开始研究人们是否在一系列数据中“看

到”事实上并不存在，但是在直觉上却非常吸引人的相关关系。为

此，他们向被试呈现一组罗夏墨迹测验卡片，每张卡片同时附有某人

对该卡片的反应，以及描述他本人特征的两句话。对卡片的反应中，

某些反应表现出真实可靠却与直觉相反的同性恋特征（例如，一个双

臂缩短的巨人）；某些反应表现出与直觉相符却并不真实可靠的同性

恋特征（例如，一件有花边的女式紧身内衣）；某些反应是中性的



（例如，一张西班牙地图）。对个人特征的描述中，某些个人特征的

描述与这些反应相关，表明此人是同性恋；某些描述则没有涉及性取

向。构建这些数据的时候，反应类型和个人特征描述类型之间没有相

关关系（自述为同性恋的人对卡片的反应，与其他人的反应没有差

别）。

向被试逐张快速呈现卡片，要求他们评估反应类型和个人性格描

述之间的关系。被试报告发现，某些在直觉上很像是同性恋者的反应

与同性恋之间有相关，但是，事实上对观测的数据分析并没有发现这

种相关关系。在后续研究中，研究者故意安排这种直觉反应和同性恋

倾向之间呈负相关；这就是说，人们认为同性恋者应该与某些反应相

联系，实际上，异性恋者做出这类反应比同性恋者还多。即使实验这

样安排，也没有降低虚假相关的数值。被试认为同性恋和某种特定反

应之间应该存在相关关系的先入之见，导致他们发现观察的数据中存

在这种相关，实际上，数据中并没有这种相关。更为严重的是，两者

之间实际上是负相关关系，而他们却发现了正相关关系。

以上研究结果警示我们，任何基于个人经验，而非科学调查得出

的相关关系都是值得怀疑的。就像临床医生和学生可以发现测验反应

与诊断之间并不存在的相关关系一样，管理者可能发现员工的种族或

性别与工作表现之间并不存在的相关关系；丈夫可能发现妻子的情绪

与生理周期之间并不存在的相关关系；家长和老师可能发现儿童糖类

摄入量与问题行为之间并不存在的相关关系；大学生可能发现伙伴的

专业与其个性之间并不存在的相关关系。我们从过去的经验习得的许

多知识经验，与其说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不如说是反映了我们关于

这些客观现实的先入之见。某些虚假相关导致的不良后果可能不太严

重，但是某些虚假的相关，可能导致不公平的社会政策出台，或者导

致个人做出一些不恰当的决定。



通过虚假相关所形成的刻板印象

媒体报道的超级明星很少，非洲裔美国人也相对较少。像比尔·

科斯比（美国著名喜剧演员——译者注）或奥普拉·温弗瑞（美国

“脱口秀女王”——译者注）这样的非洲裔美国超级明星更是屈指可

数。David Hamilton等人认为我们可能会额外注意那些稀少的、特别

的人物。因此，与白人明星相比，黑人明星的可记忆性程度更高，而

且在评定种族和明星之间的关系时，人们更容易想到黑人明星。因

此，我们可能会认为美国黑人更容易成为媒体的超级明星，事实上，

黑人超级明星在黑人中所占的比例与白人超级明星在白人中所占的比

例没有差异。换句话说，我们“看到”了一个虚假的相关。

更一般地说，我们容易高估人群中属于少数群体成员身上发生的

罕见行为的频率。当某个群体和某种行为都罕见时，它们共同出现

（例如，群体中的一个成员出现了这种行为）的情况更为罕见。这种

特别的群体更易被发现且更易被记住，因此，导致群体成员与那种行

为之间产生虚假相关。

为了检验这种想法，Hamilton和Gifford（1976）把被试分成两个

组，其中一个组是大组，叫A组；另一个组是小组，叫B组。被试依次

阅读39个人的信息，这些信息包括个体所属组别和此人的所作所为

（例如，布鲁斯，B组成员，为了成为政治候选人做过义工；乔，A组

成员，他喜欢对别人冷嘲热讽，这一点让人非常不舒服）。A组的人数

是B组人数的两倍；积极行为出现的频率是消极行为出现频率的两倍

多。组别和行为的积极性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两组的积极行为和消

极行为的比例相同。尽管实际上没有相关关系，研究者还是预测被试

会发现虚假的相关。B组的成员少，他们所做的消极行为也少，因此消

极行为是少见的、特别的行为，所以研究人员预期这种少见的行为更

易被记住，最终让被试形成对B组成员的不良印象。



研究结果证实了这一假设：被试发现了组别和行为积极性之间的

虚假相关，而且高估了B组（人数较少组）成员做出罕见消极行为的频

率（相反，他们对A组的消极行为的估计相对准确）。最终的结果是，

他们认为B组比A组更加消极。换句话说，被试对B组成员形成了实验数

据并不支持的相对负面的刻板印象。

后续的研究用相同的范式，证明了这种虚假相关的确是由于稀少

的、特别的个体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让人难以忘记（参见Hamilton

& Sherman，1994）。一项研究提供了极好的证据。在这项研究中，被

试花很多时间分析与检查那些描述特别事件的句子，即描述少数群体

成员所做的罕见行为的句子，而在其他类型句子上所花的时间都不

长。这表明他们特别关注那些特别的事件。此外，对特殊个体组和普

通个体组的不同关注程度，影响到每组中出现不同类型行为的频率的

估计，从而影响到对各组的喜爱程度（Stroessner，Hamilton，&

Mackie，1992；不同的情绪状态导致不同的结果，这与当前探讨的问

题联系不大）。人们对发生的特别事件容易额外注意，也会影响该事

件的可记忆性。在另外一项研究中，被试记住特别行为的比例明显高

于其他行为（Hamilton，Dugan，& Trolier，1985）。我们特别关注

少数群体表现出的罕见行为，并且容易记住它们；这种现象可以解释

我们为什么认为少数群体更多地表现出罕见的行为。

考虑一下对少数群体刻板印象的研究的意义。消极行为出现的频

率相对较低，少数群体成员做出这种罕见的消极行为将会特别引人注

目、令人难忘。因此，该群体常常被误认为特别容易做出消极行为，

尽管事实上不是这样。Hamilton及其同事的研究表明，即使不存在预

先的期望，由于人们对少数群体所做的罕见行为特别关注，因此容易

对少数群体形成消极的刻板印象。而预先存在的消极期望，理所当然

会加剧这一现象。例如，如果我们认为某个少数群体特别容易做出犯

罪行为，我们会特别注意这一群体中的罪犯，这不只是因为他们很特



别，还因为他们可以证实我们的假设。结果，我们可能为我们的消极

刻板印象找到实际不存在的支持。

以上我们集中探讨了消极刻板印象，因为它们尤其令人烦恼不

堪。请注意，同样的过程也可以形成没有根据的积极刻板印象。罕见

的积极行为就像罕见的消极行为一样，对我们的判断也能产生不当的

影响（Hamilton & Gifford，1976）。

没有检测到实际上存在的相关

事先的期望和先入之见会导致人们发现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虚假相

关（Crocker，1981；Nisbett & Ross，1980）。但是，缺乏先入之见

时，人们有时不能发现意料之外的、却真实存在的相关关系。Loren

Chapman和Jean Chapman（1969）构建了一组数据，使同性恋倾向与一

些违反直觉但确实能表明同性恋倾向的某些迹象之间存在相关关系。

结果验证了上述观点，被试没能发现这种意料之外的相关关系。

Jennings、 Amabile和Ross（1982）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他

们构建了几组数据，代表两组变量之间客观存在的不同的相关关系，

每组数据包含10次观察（例如，10个不同身高的男人拿着不同长度的

拐杖；10组配对的数据）。要求被试仔细分析每组观察数据之后，判

断这两个变量之间关系的强度（例如，男人身高和拐杖的长度）。由

于研究中的变量都是任意选取的，被试不可能具备变量之间有相关关

系的先入为主的概念，因此本研究可以检验人们在简单的数据组中探

测“意外”相关关系的能力。

被试能够发现非常强的相关关系（r = 0.80及以上），他们估计

的相关值也很高。但是，他们将比较强的相关（r = 0.70）估计为中

度相关，而且经常不能发现中度相关（r = 0.20~0.40），对中度相关



的估计值趋近于0。正如Jennings等人指出的那样，我们所处的社会环

境中，很多重要的、真实事件之间的相关程度为中度相关或者低度相

关。例如，人格特质和行为的相关值很少超过中度相关水平

（Mischel，1968）。人们从简单而且单纯的数据中都无法发现中度相

关，可以推论，人们也无法发现现实生活中那些意料之外的相关关

系。

共变关系检测的准确性

尽管前文论述了我们在评定共变关系时所遇到的困难，但我们仍

然有能力对某些日常相关关系做出相当准确的评定。在讨论人们的统

计推理时，我谈到人们在自己熟悉的领域里，对易于编码的事件采用

的是统计推理的方法（Nisbett et al.，1983；参见第3章）。熟悉的

领域、易于编码的事件同样有助于对共变关系的探测，Richard

Nisbett和我的一系列研究发现，当数据很好编码，而我们对这些数据

又非常熟悉时，我们对相关关系的估计十分准确（Kunda & Nisbett，

1986）。

有几项研究将人们在几个熟悉度和可编码程度不同的领域中对相

关的估计与这些领域的实际相关进行比较。第一项研究考察熟悉度不

同时，人们进行评估时的一致性程度。这些评估易于编码，例如，简

告诉我说，她喜欢汤姆，对象明确（一个人的评价）；这个评价非常

容易计分，也容易与我对汤姆的评价进行比较。研究者假设，在这种

易于编码的领域中，对该领域的熟悉度越高，人们对共变关系的评估

也越准确。

人们在熟悉的领域中评估共变关系的准确性非常高；我们对别人

的人格特质的评定就属于这样一个熟悉的领域。人们花费很长的时间



来讨论别人，所以在评价别人的人格特质时，人们彼此非常熟悉自己

的观点和别人的观点在多大程度上一致。我们要求妇女联谊会的成员

相互评价彼此的一些人格特质，例如可爱、聪明、害羞等，然后计算

任意两个人在每种人格特质上的平均相关值。同时要求其他被试估计

这些相关值的大小。

图4.1描述了成员之间实际的一致性程度（用实线表示）和被试估

计的一致性程度（用虚线表示）。从图中可以看出，被试对易于编码

的、自己熟悉领域中的共变关系的评价是非常准确的。例如，在评价

自己熟识的人是否健谈时，与评价其是否可爱相比，人们的一致性程

度更高。



图 4.1　任意两个个体之间人格特质的实际的和估计的一致性程度

资料来源：Kunda & Nisbett (1986，图2，p.205). Copyright 1986) by

Academic Press.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大学生对心理学家资助哪些研究项目，以及学术期刊录用哪些稿

件的评估不够准确，他们对这些领域不熟悉（即使是专业的心理学家

对此也不是很熟悉，其评估的准确性也并不高）。总之，这些研究结

果表明，人们对不熟悉的相关关系的评估可能不够准确，而对非常熟

悉的相关关系的评估可能比较准确。

然而，就像在第3章中讨论的那样，熟悉性这个因素只有在数据可

以编码的情况下才能起作用。一些熟悉的行为较难编码，像学术水平

和运动技能这些反映能力状况的行为，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且易于编

码（编码单位可能是一次测验和一场比赛），而且容易计分；相反，

有些熟悉的行为，例如社会行为，却难以编码。社会行为的构成单元

比较复杂、模糊，社会行为本身也经常难以解读。如果可编码程度促

进了相关关系评估的准确性，那么人们对能力领域相关关系的估计比

对人格特质领域相关关系的估计要准确得多。

在一项验证以上假设的研究中，研究者要求被试评估人们在不同

社会情境中行为的一致性。被评估的能力和人格特质各有两种：拼写

能力和打篮球能力，诚实和友善（Kunda & Nisbett，1986）。换言

之，他们需要评估两种情境下人们行为之间的关系。参与者对于自己

熟悉的、易于编码的领域的判断十分准确；但是对自己熟悉却难以编

码的人格领域却难以正确评估，他们大大高估了两种社会情境下社会

行为的一致性。这些研究表明，我们远远高估了人们行为的一致性。

结果，我们经常会惊奇地发现，在某种社会情境下表现得非常友善、

诚实或能力不足的人，却在另一种社会情境中表现得非常不同。我们



不能准确地探测社会领域中的相关关系，这方面的详细内容将在第10

章进行探讨。

基于解释的判断

关于假设检验和共变探测的大多数研究都间接或直接地假定，我

们是通过收集多个独立的数据，例如，内向或外向行为的事例，群体

成员中发生消极行为的事例等，通过将这些事例（数据）累加或平

均，通过评估其相对频率，或者应用这些事例的容易程度，得出我们

的最终判断。我们的很多判断确实是按照这种方式进行的，但是也有

很多判断过程需要进行更加复杂的因果推理。这些判断的实例包括：

陪审员判定被告是否有罪，医学专家评估一种新的疾病理论，外交专

家评估中东地区和平稳定的可能性，以及你对自己目前浪漫爱情结果

的估计。类似这些判断都需要进行详细的因果分析，而且需要我们运

用各种不同的证据、它们的相互关系及其可能的结果等广泛的社会知

识或常识。在第2章讨论概念时，我就提到过很多概念中都蕴涵着因果

知识（Murphy & Medin，1985）。

陪审团判决的故事模型

试想一下著名的加州审判，名人O.J.辛普森被指控谋杀自己的前

妻。你认为辛普森是否有罪？如果你一直关注审判的进展，并且对此

案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你可能就不仅仅只通过比较那些证明他有罪的

证据和证明他无罪的证据的数量，来判断他是否有罪。你很可能在两

种理由之间做出选择，或者说在不同的故事之间进行选择，即选择那

个可以解释和赋予所有相关证据意义的故事。一个故事是由起诉方提

出的，认为辛普森有罪。这个故事包含以下信息：他有杀人动机，曾

经虐待过妻子，有作案的时间，在他家后院发现沾有受害人鲜血的手



套。另一个故事是由辩护方提出来的，认为辛普森是无辜的，作为一

名黑人，他是被种族歧视的警察陷害的。这个故事包含以下信息：某

名警察有种族歧视行为的记录，警察机关是腐败的、无能的，那双沾

有鲜血的手套与辛普森手掌大小不合。所有的证据在两个故事中都有

着不同的含义。例如，那双沾血的手套可能是辛普森从犯罪现场回来

掉在后院的，也可能是腐败的警察有意放在后院的。追踪审判过程的

人们，需要判断哪个故事能够更好地解释当前证据，他们对证据的理

解和组织无疑会受到先前所赞同的故事的影响。Nancy Pennington和

Reid Hastie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研究，研究表明不同的故事模型

对审判结果有重大影响（Pennington & Hastie，1986，1988，

1992）。

在Nancy Pennington和Reid Hastie研究的第一阶段，让被试从陪

审员的角度观看一次审判的全过程，他们会自发构建关于审判案件的

一个故事（Pennington & Hastie，1986）。要求被试口头报告他们是

如何做出判定的，而不要求被试列出那些不相关的证据。但是，被试

详细描述了他们认为发生了什么。一个典型的故事包括事件发生的逻

辑顺序（例如，被告的女友要求被害人载她一程。被告非常生气，一

刀捅向被害人）。被试经常推断其心理状态（例如，被告非常嫉

妒），这在审判过程中从来没有直接提到过，但它有助于人们理解发

生的事件；相反，他们常常不提那些审判中提到的证据，因为它们与

自己构建的故事无关。做出不同判决的被试，他们构建的故事完全不

同，事件的因果关系顺序也不同（什么导致了什么，为什么）。

这些最初的研究表明，陪审员通过构建故事理解证据的意义，最

终做出判决。当然，被试也有可能是通过其他认知过程先做出判决，

然后再构建故事，证明其判决是正确的。以下一系列实验研究排除了

这种可能性。Pennington和Hastie（1992）推测，如果可以操纵辩护



故事和起诉故事的构建难易程度（基于同样的证据），来影响人们的

判决，这样就可以说明人们的确是在构建故事的基础上作出判决的。

所有被试阅读关于谋杀案的同样的审讯材料，但是这些证据的顺

序是不同的，使得构建辩护故事和起诉故事的难易程度不同。当有关

证据是按照故事的顺序，即按照因果和时间顺序呈现时，故事构建起

来比较容易。例如，先呈现谋杀发生之前的相关事件，然后呈现打

斗、杀死对方的证据，最后呈现逮捕和尸体解剖的证据。当证据的呈

现按照混乱的顺序，而不是按照事件的原始发生的顺序呈现时，故事

构建起来比较困难。例如，从打斗的证据，到伤口的情况，再到打斗

发生前一天的相关事件。

所有的被试按照不同的顺序阅读同样的证据材料。一种情况中，

起诉的相关证据是按照“故事”顺序呈现的，因此起诉故事比较容易

构建；辩护的相关证据是按照混乱的顺序呈现的，因此辩护故事的构

建比较困难。另一种情况中，辩护的相关证据是按照“故事”顺序呈

现的；起诉的相关证据是按照混乱的顺序呈现的。研究结果表明，证

据呈现顺序的操纵，对判决结果有显著的影响。当起诉故事容易构

建，而辩护故事难以构建时，78%的被试做出被告人有罪的判决。但

是，当辩护故事容易构建，而起诉故事难以构建时，只有31%的被试做

出了被告人有罪的判决。在另外两种实验条件下，两种故事同样容易

构建，或者两种故事同样难以构建，结果是大约有一半的被试做出被

告人有罪的判决。这一研究结果令人感到不安，仅仅改变证据呈现的

顺序，而不改变证据的内容，就会使被告人被判有罪的可能性增加到

原来的两倍以上。

很明显，我们并非仅仅将独立的证据累加在一起就可以做出判

决；而是通过构建故事来做出判决，所以那些影响故事构建的因素都

会影响我们的判决。



解释的连贯性

故事模型的相关研究表明，当对事实有两种不同的解释时，我们

会选择能将所有证据更好地联系在一起的那个解释，也就是，选择能

够为所有相关证据提供连贯一致解释的那个故事。但是，我们要如何

确定哪种解释具有最好的连贯性呢？科学哲学家Paul Thagard提出了

解释的连贯性理论，清楚地说明了决定解释连贯性的原则（Thagard，

1989）。

设想你要解释你的女朋友利萨为什么在吃晚餐的时候对你大喊大

叫。你要在两种假设中作出选择，一种可能是利萨不再喜欢你了；另

外一种可能是利萨那天工作不顺心。这两个假设都可以很好地解释利

萨对你做出的行为。但是相比之下你可能会更加倾向于其中的某个假

设——可以很好地解释其他关于利萨的信息。设想利萨非常疲惫，而

且你听到她在电话里向她妈妈喊叫。利萨“工作不顺心”的假设比利

萨 “不再喜欢你”的假设能够更好地解释这两种行为。利萨 “工作

不顺心”的假设解释了更多的证据，似乎更加真实。一般而言，我们

偏爱那些解释范围更广的假设。如果你认为利萨对你大喊大叫是因为

她不再喜欢你了，你可能仍要对“利萨非常疲惫”和“利萨曾在电话

里向她妈妈喊叫”做出额外的解释。利萨 “工作不顺心”假设可以直

接解释利萨所有相关的行为。一般来说，我们偏爱那些简明的假设，

只需要很少的额外假设就可以解释所有事实。

现在假设你知道，由于利萨的几个同事被解雇了，因此她最近几

周工作特别努力。这解释了利萨工作不顺心的假设，使这一假设更加

真实可信。一般而言，我们偏爱那些能够被其他信息解释的假设。利

萨工作不顺心的假设变得更加真实可信的同时，她不再喜欢你的假设

变得更加不可信。一般来说，我们是通过比较来评估几个竞争性的假

设，一种假设的可能性增加，另一种假设的可能性就会降低。



总之，我们对一种假设的信心会随着假设的解释范围、简明性，

以及假设能为其他信息所解释的程度的增加而升高。我们对一种假设

更有信心的同时，对其他竞争假设的信心就会丧失。

Thagard（1989）编制了一个计算机程序，程序体现了这些以及另

外几个附加的解释连贯性原则，并结合运用这些原则来评估几个竞争

假设的连贯性。这个程序成功模拟了一系列不同的判断过程，从科学

家对几个竞争的科学理论的偏爱到陪审员对起诉或辩护故事的偏爱。

研究发现计算机程序偏爱的解释与科学家和陪审员偏爱的解释一样，

这表明，该理论为人类判断过程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模型。

Steven Read 和 Amy Marcus-Newhall（1993）在上述研究基础

上，进一步发现人们同样采用这些连贯性原则来解释社会行为。

Steven Read 和 Amy MarcusNewhall建构了一些包含个体许多事实的

脚本，例如，他的行为、想法、愿望和社会环境，要求被试评价为这

些事实所提供的几种解释。在不同的研究中，几个竞争性的解释在以

下方面有所不同：可以解释的事实的数量、需要额外假设的数量和它

们自身是否可以被解释。研究结果表明，被试偏爱那些更有解释力、

更简明以及自身能够被解释的解释。此外，他们对竞争性假设的评估

是具有比较性的：一种解释连贯性的增加，会导致另外一种解释可能

性的降低。更重要的是，Thagard编制的计算机程序模拟了根据解释连

贯性做出判断的过程，其结果与参与实验的被试的选择结果一样。计

算机对经验结果的成功模拟支持这种想法，即计算机程序使用的那些

解释的连贯性原则，我们人类也一样使用。

人们如何解释社会行为，这个问题始终为社会心理学所关注。很

多关于归因的研究将研究重点放在人们如何在行为的两个竞争解释之

间做出选择的问题上，行为的产生是行为者潜在的人格因素造成的，

还是环境因素造成的？（综述参见Jones，1990，另外参见第9章）有



关解释连贯性方面的研究，为人们在不同情境下选择哪种竞争的解释

提供了指导方针（Read & Miller，1993；Thagard，1989）。解释连

贯性的研究也提出了一些历来为归因学家所忽略的重要问题：我们如

何在几种竞争的人格特质解释之间做出选择（乔纳森微笑是因为他很

友善，还是因为他很世故）；我们又如何在几种竞争的情境性解释之

间做出选择（埃莉的不良行为是由于坏朋友的影响，还是因为她的父

母对她漠不关心）。

Pennington 和Hastie（1986）所做的研究，即陪审员的判决基于

故事模型及其解释的连贯性，有非常明显的应用价值。连贯性原则可

以帮助陪审员确定哪个故事看起来最可信。其他的研究表明，就像我

们构建一个精细的故事来解释被告的行为一样，我们同样可能在其他

情境中对我们遇到的个体构建故事或个人模型（Park，Dekay，&

Kraus，1994）。你可能构建一个精妙的故事，来解释一个朋友的婚姻

为什么破裂了？你的一个熟人为什么不能保住其铁饭碗？为什么你五

年级的老师一直不喜欢你？对于同一个人或同一件事，不同的人构建

的模型是不同的，特别是在他们对社会环境的本质持有不同看法的情

况下。解释的连贯性原则可以用来确定人们偏爱哪个“个人模型”。

至此，我们已经讨论了人们如何确定和判断其过去和现在的事

实。接下来将探讨与真实事实相反的“反事实现象”。

反事实思维

犹太人有一种传统的祈祷仪式，在重大意外事故、严重疾病、战

争和其他危及生命事件中幸存后，感恩上帝赐予他们重生。为什么那

些刚刚经历不幸，或者仍然经受疾病和痛苦折磨的人们，仍然心存感

激和庆幸自己免于更悲惨的命运呢？幸免于难，我们会觉得自己的运

气很好，因为我们很容易想到同一事件会有更加悲惨的结果。我们必



然认为，如果事情稍微有些改变，我们可能已经死了。相反，如果事

情的结果的确非常悲惨，我们就会有一种想法萦绕心头，那让人备受

折磨，这种想法就是，灾难本应很容易就可以避免的。很多事件使我

们产生这种反事实结果，就是与实际结果相反的、可能发生的、可以

发生的、本应发生而最终没有发生的结果。对某一事件产生的反应中

出现了反事实，会影响我们对事件的理解和情感反应。

事件常态

某些反事实比其他反事实容易想象（Kahneman & Tversky，

1982）。例如，你在一台“老虎机”上玩了半个小时，没有中奖，白

白浪费了几美元。别人在你刚刚玩过的老虎机上，第一局就中了一万

美元的头奖。你会比当时没有中奖的其他人更为沮丧和失望，因为你

更容易想象，只要多投一个硬币自己就会中头奖……

Daniel Kahneman和Dale Miller（1986）将非常容易产生其他想

象结果的事件定义为“异常”。他们提出，事件会激活那些反映先前

期望的标准和一些反事实想法，我们期待事件如何发生、看来会怎样

发生，以及它有可能怎样发生。事件偏离激活的标准越远，事件看起

来就越异常。尽管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相同，只要不同的事件会使人们

产生不同的反事实，事件的常态就不同。在“老虎机”的例子里，你

中头奖的概率和别人一样，然而没有中头奖对于你来说更为异常，因

为你比别人更容易产生反事实。

事件看起来越异常，人们对它的情绪反应越大。这就是为什么你

和其他人一样没有中头奖——结果虽一样，但你比他们更加失望。而

且，我们意识到某些事情可能令人特别后悔，可预期的后悔可以让人

避免做出那些令人后悔的事情。例如，大多数人（90%）愿意用一支钢



笔交换同样一支钢笔加上一小笔钱。毕竟一支钢笔加一小笔钱比一支

钢笔的价值更高。然而，如果是同样金额的彩票而不是钢笔，进行同

样的交换，结果很少有人（少于50%）愿意交换（Bar-Hillel &

Neter，1996）。我们不愿意交换彩票，很可能是因为，我们交换的那

张彩票如果中奖了，我们会恨不得“打自己一耳光”。只要把彩票拿

在自己手里，我们就有可能中奖，这种想法使得彩票没有中奖是一件

异常事件，会让人非常遗憾。

但是，是什么因素控制着对常态的判断呢？为什么人们更易想到

某些反事实想法，而另一些反事实想法却难以想到呢？到目前为止，

对于这些问题我们还没有完整的答案，但是研究已经揭示了一些影响

反事实想法的因素，下面将讨论这些因素。

反事实结果与真实事件的接近性　假设以下情境（Kahneman　&

Tversky，1982）：

克兰先生和蒂斯先生将在同一机场、同一时间，搭乘不同的航班。他们乘坐同一辆豪

华轿车从城区前往机场，路上遇到堵车，他们比航班预定起飞时间晚30分钟到达机场。

克兰先生被告知，他乘坐的航班准点起飞。

蒂斯先生被告知，他乘坐的航班延误，5分钟之前刚刚起飞。

谁将会更加沮丧？是克兰先生还是蒂斯先生。

阅读了以上情境的大多数被试（96%）都有一个强烈的直觉，差5

分钟没有赶上航班的蒂斯先生会更加沮丧。他为什么会更加沮丧呢？

毕竟，克兰先生和蒂斯先生的客观情况没有差别，他们都被耽搁在机

场。原因在于获取反事实结果的难易程度不同，蒂斯先生比克兰先生

更容易想象，自己能赶上了航班。赶上航班这种反事实的结果似乎离

蒂斯更近，结果，蒂斯先生的遭遇看起来更加异常，更加令人后悔。

哪些因素决定接近性呢？Miller、Turnbull和McFarland（1990）

推测，我们构建事件的心理模型，其中包括不同因素如何影响可能的



结果等因果信息。乘车去机场的心理模型包括的信息有：由于路遇红

灯或道路建设会延迟我们到达机场的时间，可以通过提高车速弥补延

迟的时间。如果我们对实际事件做一些很小的改变来实现反事实的结

果，那么反事实结果与事实结果之间就更为接近。蒂斯先生非常容易

想到，自己如果早5分钟动身（或者司机开得再快一点儿），如果航班

再晚5分钟起飞；因为与30分钟的延迟时间相比，5分钟的延迟时间只

需要假定对事实做出较少的变更。为什么事件的某些方面更加容易改

变——在心理上比其他方面更加容易变更，这是反事实推理研究的中

心议题。

虽然这种因果推理对接近性起着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反事实的结

果和事实事件非常接近，即使在因果关系上有不同，两者看起来也可

能非常相似。例如，如果你的彩票号码和中奖号码只差一个数字，你

可能会比那些与中奖号码完全不同的人更加失望。这种中奖的真实号

码与反事实号码之间的接近性判断，不是由因果关系决定的

（Turnbull，1981）。在第2章讨论概念问题时，我们的结论是，范畴

成员之间的接近性是基于因果关系和知觉相似性形成的（参见第2

章）；真实事件与反事实结果的接近性与此类似，也是基于因果关系

和知觉相似性形成的（Roese & Olson，1995）。

错过航班的场景研究表明，那种与事实越相近的反事实结果，越

令人感到失望。这也会影响旁观者对空难受害者的反应，以及对受害

者赔偿金额的判断。在一项研究中，被试阅读某人在一次空难中幸存

下来（空难发生在偏远地区），但是在送往救治的途中不幸身亡。要

求被试判定对罹难者家庭的赔偿金额。一些被试阅读的罹难者在离安

全区域75英里的地方死去；另一些被试阅读的罹难者在离安全地方不

到1/4英里的地方死去。我们很容易想到，后者离安全获救多么近；所

以，他的死亡看起来更为异常，因而得到了更多的同情。的确，与阅

读了罹难者在“远离”安全地方死亡的被试相比，阅读了罹难者在接



近安全地方死亡的被试，给予罹难者家属更高的赔偿金额（Miller &

McFarland，1986）。

在这些研究中，亲身经历或旁观同样不幸结果的人们，如果他们

可以更容易地想到好的反事实结果，他们就会感到更加的不幸。更令

人惊讶的是，一个人如果可以更容易地想到更加美好的结果，即便他

的实际结果比别人要好一些，他也会觉得自己比别人更加不幸。奥运

会的银牌和铜牌得主，你认为谁更开心？在奥运会竞赛中，金牌得主

和其他的获奖者有本质的区别，只有金牌是胜利者，可以赢得荣誉，

能够获得巨额的商业赞助。在竞赛中，银牌得主比铜牌得主夺得金牌

的可能性更大，因此，银牌得主更容易受到“我本来可以赢得比赛”

这一想法的折磨。相反，铜牌得主在得到与得不到奖牌的边缘，因此

他会觉得很幸运，至少自己还获得了奖牌。银牌得主因为“我本可以

夺得金牌”而失望，而铜牌得主因为“至少我夺得了奖牌”而庆幸。

因此，尽管银牌得主的实际结果比铜牌得主好，但是银牌得主没有铜

牌得主那么开心。

Medvec、Madey和Gilovich（1995）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来检验上

述假设。他们对1992年夏季奥运会电视录像进行剪辑，制作了两盘录

像带。一盘录像带描绘银牌和铜牌得主得知自己获奖时的即时反应，

例如，当一名游泳运动员触到游泳池墙壁的瞬间，得知他夺得第二

名；当一名运动员完成自己最后一次试跳，得知自己获得铜牌。另一

盘录像带描绘颁奖典礼时，运动员站在领奖台的场景。20个学生观看

这些无声的录像，评定运动员表露出来的高兴程度。被试对两盘录像

带的评定都表明，铜牌得主比银牌得主更为高兴。银牌得主没有铜牌

得主那么高兴，是因为受到“我差一点就夺得金牌”想法的折磨吗？

很可能是这样。对奥运会奖牌得主电视采访的分析，以及运动员在某

次重要的业余比赛后对自己的评定，发现银牌得主比铜牌得主更多地

流露出他们本可以表现得更好的想法。



学生收到测验成绩时，也可以观察到同样的反应。正如很多教授

和学生们所知，仅差1分就可以得到A等的同学会非常失望。当这种事

情发生后，与那些同你一样获得B等但是分数比你低的同学相比，你会

感到自己没有他们开心（Medvec & Savitsky，1997）。显然，由于受

到“我差一点就成功了”想法的折磨，尽管他们的实际结果比别人

好，但是，他们的感受却比别人差。

例外与常规　媒体广泛宣传发生在以色列境内的某次恐怖袭击，

一个朋友因此取消了期待已久的以色列之旅。尽管那个朋友知道走在

纽约的大街上比走在特拉维夫的大街上还要危险，然而他现在正飞往

纽约。他解释说，纽约旅行对他来说像他的日常行为一样，再正常不

过了，虽然跟平常一样也需要承担风险。相反，如果在以色列遭到恐

怖份子的杀害，他确信他的妻子永远也不会原谅他。去以色列旅行对

他来说属于极为特殊的事件，因此，也很容易避免。所以，他知道如

果自己在那里遭遇不测，他必须承担主要责任。研究表明，他对妻子

可能做出的反应的直觉判断是正确的。与那些由常规行为导致的不良

后果相比，那些由例外行为所导致的同样的不良后果，会让人们更加

沮丧。

Kahneman和Tversky（1982）为了验证这一假设，创设了几种情境

来描述琼斯先生在下班回家的途中因交通事故身亡。一种情境是，琼

斯先生离开工作单位的时间和平常一样，为了欣赏海滨风光，不从他

平常走的那条路线回家。另一种情境是，他比平时早离开单位，去处

理一些私事，然后从他平常走的那条路线回家。要求被试想象琼斯先

生的家人如何完成句子：“如果……该多好”。被试在反事实的想象

中倾向于改变那些例外的事件（“如果他离开单位的时间和平时一样

就好了”，“如果他走平常的那条路线回家该多好”）。被试很少尝

试改变常规事件的想象（“如果那天他早点儿下班该多好”）。另外

一个研究情境的结果表明，相对于走平常的那条路线回家遭遇交通事



故的情境，不走平常的那条路线回家而遭遇交通事故的情境，让人觉

得更沮丧（Kahneman & Miller，1986）。当某个事件导致意外后果

时，人们强烈地倾向于“改变”例外行为，而不是“改变”常规行为

（Gavanski & Wells，1989）。

由例外事件导致的不幸更让人扼腕唏嘘；因此，人们觉得意外事

故的受害者应得到更多的赔偿金。在一项研究中，被试阅读关于某人

遭到抢劫而受伤的情境描述。一种情境是，他在常去的商店里遭到抢

劫；另一种情境是，他在不常去的商店里遭到抢劫；导致此人受伤的

其他环境因素完全相同。与在常去的地方受伤相比，如果受害者在不

常去的地方受伤，被试建议的赔偿金要高出10万美元之多（Miller &

MaFarland，1986）。人们似乎认为例外事件比较容易“改变”，因

此，由例外事件引起的不良后果让人更加遗憾。

研究也发现，人们更容易想象那些特别人物的行为出现“改

变”，而不是想象那些一般人的行为出现“改变”。性别差异在过去

几届美国总统选举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女性更倾向于支持民主党候选

人，而男性更倾向于支持共和党候选人。Miller、 Taylor和

Buck（1991）认为媒体在评论性别差异时，倾向于尝试解释和改变女

性的选举倾向。评论者想知道，为什么民主党候选人对女性有如此大

的吸引力，为什么共和党候选人对女性没有吸引力，或者认为如果女

性和男性一样支持共和党，民主党就不会有和共和党一样强大的领

袖。这种反事实思维明显缺乏对性别差异的另一半——男性的行为进

行解释和改变。发言人没有考虑：为什么民主党候选人对男性没有吸

引力，或者对男性不能像女性一样支持民主党候选人而感到遗憾。

Miller等人认为差异产生的原因是，与女性相比，男性是更加

“典型”的选民。因为在这种背景下，女性是更加“非典型”的，她

们的行为更加容易改变。一系列研究支持这些观点。在男性比女性更



为典型的范畴，如选民、大学教授等，人们倾向于改变女性的行为来

消除性别差异。例如，关于选举的性别差异，人们更多尝试从女性的

角度来解释（例如，女性们认为民主党更加关心女性问题），而不是

从男性的角度来解释（例如，男性认为共和党会增加国防支出）。但

是，人们并不总是围绕女性来解释性别差异。在女性比男性更为典型

的范畴（如小学老师）中遇到这类性别差异问题时，人们倾向于围绕

非典型的男性来解释性别差异，也倾向于改变男性的行为以消除差

异。可见，就像例外事件一样，例外个体比常规、典型的个体更加容

易改变。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试图用常规事件导致的结果取代例

外事件导致的结果。

可控性　前文描述过琼斯先生在车祸中丧生的那个情境，其中包

含这一信息：车祸是由另一个司机，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在使用毒品

后酿成了这场灾难。尽管那个使用毒品的男孩应该承担责任，但是当

被试想象琼斯先生的亲戚如何完成“如果……”句子时，很少有被试

想象如果没有这个孩子驾驶或不使用毒品会怎样。相反，他们的想象

主要集中在，琼斯先生本来可以做出不同的行为，以避免悲剧的发生

（Kahneman & Tversky，1982）。在酒后驾驶导致车祸的实际案例

中，失去亲人的家属会出现同样的反事实思维模式。绝大多数失去亲

人的家属声称，他们沉浸在改变悲惨结果的想法之中。然而，没有人

试着想“如果不醉酒，悲剧就不会发生”，而是想“如果他做点别的

事，就可以避免悲剧的发生了”（Davis et al.，1995）。

这些研究结果表明，人们试图改变的是那些个体可以控制的行

为。当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受害者身上时，我们倾向于将罪犯的行为

看做是不可变的背景因素，因此我们尝试改变受害者的行为

（Kahneman & Miller，1986）。这可能就是受害者常常因其不幸而受

到谴责的原因（Lerner & Miller，1978）。当要求人们将注意力集中

在罪犯身上时，他们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反事实想法。当要求阅读过琼



斯先生场景描述的被试，从那个吸食毒品的男孩亲戚的角度，来完成

句子“如果……”，大多数被试的反应是通过改变那个男孩的行为，

而不是琼斯先生的行为，以避免车祸的发生（Kahneman & Tversky，

1982）。这些研究结果暗示一个令人不安的结论：受害者受到的关注

越多，人们越容易产生受害者本来可以做点别的行为以避免悲剧发生

的想法，因此，受害者常常受到谴责（Kahneman & Miller，1986）。

实验室的进一步研究表明，行为的可控性越高，该行为的可变性

就越大。当要求想象改变游戏的结果时，人们选择改变游戏中那些可

控性高的方面（Marman et al.，1995）。由于很容易想象某个人可以

选择做出不同的行为，因此，可控性高的行为特别容易在想象中被改

变。

“有所作为”与“不作为”　假设有以下情境（Kahneman &

Miller，1986）：

保罗先生持有A公司的股票。去年，他想出售A公司的股票，购买B公司的股票，但是

最终没有那么做。他现在发现如果去年出售A公司的股票，购买B公司的股票，可以多赚1200

美元。

乔治先生持有B公司的股票。去年，他出售了B公司的股票，购买了A公司的股票。他

现在发现，如果一直持有B公司的股票，可以多赚1200美元。

保罗先生和乔治先生，谁心里会更烦？

几乎所有阅读过这一情境的被试（92%）一致认为，与没有采取行

动而导致损失的保罗先生相比，因为自己的错误行动而导致损失的乔

治先生会更为后悔。乔治先生可能正经受以下想法的折磨：“我本可

以避免这次损失的”和“如果我采取别的行动……”。Kahneman和

Miller认为，“有所作为”之所以比“不作为”更让人后悔，是因为

在头脑中改变已采取的行为、去除已发生的行为，比改变未采取的行

为、增加没有发生过的行为要容易（Gleicher et al.，1990；



Landman，1987）。可见，“不作为”是标准或默认的行为，“有所作

为”是异常行为，因此“有所作为”更加容易改变，使人更后悔。

直觉告诉我们，与我们“不作为”导致不幸的结果相比，因为

“有所作为”导致同样不幸的结果，在自责的时候，我们恨不得“打

自己一耳光”。有时我们选择不采取冒险行为，以免导致让人后悔的

结果。Miller和Taylor（1995）的研究清楚地表明，可预期的后悔对

行为的选择有指导作用。他们使用“二十一点”游戏作为实验材料。

在游戏中，发给你和庄家一些牌，牌的面值是累加的。如果你比庄家

更加接近21点，你就赢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超过21点，你就会

“爆牌”而输掉游戏。游戏开局时，会发给你两张牌，然后你需要决

定是否再要一张牌。当你的前两张牌累加起来不低于18点时，很明显

你要停止叫牌，即不再要牌，以免“爆牌”。当你的前两张牌加起来

低于10点时，很明显你需要再叫一张牌。但是当你的前两张牌加起来

是16点时，很难做出是否要牌的决定，庄家很可能比你更加接近21

点，如果你再叫一张牌，很可能“爆牌”。在这种情况下，“预期后

悔”将发挥作用。Miller和Taylor推测，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实际情

况是再叫一张牌，就可以取胜），被试不愿意再叫一张牌，因为他们

知道，如果再叫一张牌，结果“爆牌”了，他们会恨不得“打自己一

耳光”。与“不再要牌”而输掉游戏相比，因为“再要一张牌”而输

掉游戏，更加令人痛苦。

如果将“再要一张牌”作为标准的、默认的行为，当人们不想要

牌的时候，需要直接提出不要牌的请求，结果会如何呢？Miller和

Taylor推测，在这种情况下，与“不作为”输掉游戏相比，因为“有

所作为”输掉游戏更加令人后悔，但是这次后悔的行为是“不再要

牌”，也就是说“停牌”。为了验证这一假设，他们编制了两个“二

十一点”游戏的计算机程序，“要牌”或者是“有所作为”行为，或

者是“不作为”行为。在“有所作为”版本中，每一局都会问被试是



否“要牌”，如果被试想要牌，就必须回答“是”。 在“不作为”版

本中，每一局都会问被试是否“停牌”，如果被试想要牌，就必须回

答“否”。研究者预测，与“不作为”而“爆牌”相比，由于“有所

作为”而“爆牌”更令被试后悔。因此，当前两张牌加起来等于16点

时，在“有所作为”的要牌方式下，被试要牌的可能性较小，在“不

作为”的要牌方式下，被试要牌的可能性更大。实验结果与他们的预

测完全一致。

这些类似的研究都表明，与“不作为”相比，人们在“有所作

为”情况下后悔和预期后悔的程度更高。然而，Gilovich和

Medvec（1994，1995）要求人们回忆人生，结果观察到完全相反的结

果。当问及我们一生中最遗憾的事情时，我们更有可能想起自己没有

做到的事情，例如，“我真后悔，大学的时候没有努力学习”；“我

真后悔，自己没有用更多的时间来陪孩子”；“我真后悔，没有大胆

追求我爱的那个姑娘”。事实上，要求成年人回忆自己一生中最大的

憾事时，报告“不作为”而感到遗憾的事情（63%）几乎是报告“有所

作为”而感到遗憾的事情（37%）的两倍。比较普遍的、由于“不作

为”而感到遗憾的事情有：错失了受教育机会、没能抓住机遇、与家

人和朋友在一起的时间太少。有些人后悔没能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如打高尔夫、集邮等。但没有人因为这些爱好浪费了时间而后悔。由

此可见，人们在回忆人生的时候，令人遗憾的是没有做某些事情，而

不是自己做过某些事情。

怎样才能将这两类研究的结果统一起来呢？Gilovich和Medvec认

为，我们经历这两类后悔模式中的哪一种依赖于时间背景；在短期

内，令人我们懊悔不已的主要是我们的“有所作为”；从长期来看，

让我们遗憾终生的主要是我们的“不作为”。很多研究证实了以上分

析（Gilovich & Medvec，1994）。其中一项研究，要求人们回忆他们

最近一周时间和一生中让他们最后悔的“有所作为”与“不作为”。



然后他们指出，在最近一周内，是他们的所作所为让他们更后悔，还

是“不作为”令他们更后悔？同样，要求被试指出，在他们的一生

中，是他们的所作所为让他们更后悔，还是“不作为”令他们更后

悔？提到一生中令他们后悔的事情时，84%的被试认为“不作为”比

“有所作为”更让他们后悔；而在过去一周内，只有47%的人认为“不

作为”比“有所作为”更令其后悔。简言之，在短期内，“有所作

为”更令人后悔；从长期来看，“不作为”更令人后悔。

人们好像能够意识到这个后悔的时间模式。在另外一项研究中，

被试阅读关于两个不开心的学生的描述，两个学生都想转学。最后，

其中一个学生决定转学；另一个学生决定不转学。他们的决定似乎都

糟糕，两个人与以前一样都不开心。多数被试（76%）认为，转学的那

个学生，因为自己转学的决定导致不幸，在短期内会感到更加后悔。

然而，多数被试（63%）认为，最终没有转学的那个学生，经过较长时

间以后，会更加后悔。简而言之，即使思考同样性质的“有所作为”

与“不作为”时，在短期内，“有所作为”更加令人后悔；从长期来

看，“不作为”令人更加后悔。

为什么我们对于“有所作为”与“不作为”的后悔模式会随着时

间的延长而变化呢？Gilovich和Medvec（1995）提出几种可能的原

因，当我们回忆过去的时候，经常会发现“不作为”特别令人懊恼，

是因为在回忆的过程中，我们很难理解当时为什么没有采取行动。当

我们回忆过去的时候，对于我们来说，过去显得特别大的障碍，现在

看来似乎微不足道。一项有关康奈尔大学学生的研究表明，障碍会随

着时间的流逝而减退。康奈尔大学在读的学生，认为在教学计划中增

加一门有挑战性的课程，会对他们的生活造成很多负面影响，会降低

他们的成绩等级，会减少他们的睡眠时间，会降低社会生活的质量。

而要求康奈尔大学的毕业校友评定在某个学期增加同样一门课程对他

们的影响，他们却认为增加课程对其可能产生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



（Gilovich，Kerr，& Medvec，1993）。在回忆过程中，我们认为自

己应该可以很容易地完成在当时看来是完全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随着

时间的流逝，我们对自己的“不作为”越来越后悔，原因在于我们无

法解释当时为什么没有采取行动。今天我们无法理解当时为什么没有

追求那个极具魅力的人，是什么阻止我们获得更好的教育。

相对于“有所作为”，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对自己的“不作

为”更后悔；这其中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有所作为”的结果更容易

确定和处理（Gilovich & Medvec，1995）。我们知道自己选择的道路

通向何方，当我们的所作所为带来不好的结果时，我们通常会纠正行

为（例如，辞去不顺心的工作）或改变想法（例如，事情总不会都像

这么糟糕吧）。但是我们没有走过的路，一切都是那么神秘。我们永

远也不会知道我们错过的浪漫会有多么美好，或者错过的就职机会有

多么令人满意。已错过的机会只能出现在我们的想象中了，因此，它

会时常萦绕在我们的心头。

心理上容易重复的事件　到现在为止我已论述了，如果事件发生

的方式容易在头脑中改变，那么它会变得不那么平常。当然，如果事

件发生的方式很容易在心理上重复，即能够想象出同样的事件以其他

方式发生，那么它可以变得更加平常（Miller， Turnbull， &

McFarland，1989）。为了说明这一观点，我举一个例子。假设你有一

个爱吃巧克力曲奇饼的孩子。你给孩子买的巧克力曲奇饼是和燕麦曲

奇饼混装在一起的。你的孩子通常只吃巧克力曲奇饼，剩下的燕麦曲

奇饼会变质。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你要求孩子闭上眼睛，将手

伸到曲奇罐里，抓到哪种曲奇饼就吃哪种。不一会儿，你的孩子高兴

地告诉你，他按照你的要求，刚好抓到了巧克力曲奇饼。你是否怀疑

你的孩子伸手抓曲奇饼前，偷看过曲奇罐里的曲奇饼呢？如果怀疑的

话，你的怀疑程度有多大呢？



你的怀疑程度主要受到孩子一贯行为的影响，还可能受到曲奇罐

里巧克力曲奇饼所占比例的影响。曲奇罐里巧克力曲奇饼所占比例越

小，你的怀疑程度就越高。Miller等人认为，你的怀疑程度还会受其

他因素的影响。思考以下两种不同的情境，第一种情境，曲奇罐中有1

块巧克力曲奇饼和19块燕麦曲奇饼；第二种情境，曲奇罐中有10块巧

克力曲奇饼和190块燕麦曲奇饼。两种情境下，你的怀疑程度各有多

大？以上两种情境中，人们都知道曲奇罐中巧克力曲奇饼所占比例均

为5%。然而，阅读“只装有1块巧克力曲奇饼（曲奇罐中共有20块曲奇

饼）”的被试的怀疑程度较高，阅读“装有10块巧克力曲奇饼（曲奇

罐中共有200块曲奇饼）”的被试的怀疑程度较低。

这项研究的结果表明，我们的怀疑程度不仅受到巧克力曲奇饼被

选中的概率的影响，还会受其“常态性”的影响。当曲奇罐中有10块

巧克力曲奇饼时，有10种选中巧克力曲奇饼的可能，因此，选择显得

更“常态”。但是当曲奇罐中只有1块巧克力曲奇饼时，只有1种选中

巧克力曲奇饼的可能，因此这种选择更为“异常”。

心理上容易重复的事件，也会影响公平性的判断，以及非随机情

境中是否存在舞弊行为的判断。Miller等人在另一项研究中，让被试

阅读关于“一名被指控有歧视女性行为的主管”的实验材料（Miller

et al.，1989）。该主管为准备晋升的候选人安排了一次考试，他负

责命题和评分，结果一位男士获得了最高分。两组被试分别阅读两组

实验材料，这两组实验材料的唯一差别在于参加考试的男士和女士的

绝对人数不同。在第一组实验材料中，参加考试的有1位男士，9位女

士；在第二组实验材料中，参加考试的有10位男士，90位女士。实验

结果表明，阅读第一组实验材料的被试，对主管是否公平地评分的怀

疑程度较高。研究再次显示，怀疑程度不仅受（选中男士）先验概率

的影响（因为在两种情况下选中男士的概率相同），还受选择“常态

性” 的影响。在第二组中有10位男士，男士获得最高分就有10种可



能；在第一组中只有1位男士，只有1种男士获得最高分的可能。因此

仅有的1位男士获得最高分的事实，更加“异常”，引起的怀疑程度更

高。

“反事实想法”的作用

我已经描述了许多“反事实想法”引起后悔和自我谴责的事例。

“本该出现更好的结果”的想法（本可以避免那场致命的车祸，本可

以抓住已经失去的机会）经常萦绕心头，使我们备受折磨。人们为什

么会产生这些令自己痛苦的想法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完整的答

案。但是部分原因可能是，这些令人痛苦的想法对于我们的生活也有

积极作用。通过思考如何避免不幸的发生，我们可以确认产生不幸的

原因和环境因素，为以后更好地应对类似的情境做准备（Wells &

Gavansky，1989）。诸如“如果我早点出门，就可以赶上航班”这种

令人悲伤的想法，强调了以后我们如何才能避免类似不幸的发生，不

再陷入类似的困境。当我们身处逆境，更容易产生“反事实想法”；

这些想法会激发我们采取行动，改善消极影响，防止不幸的再次发生

（Gleicher et al.，1995；Roese，1997；Roese & Olson，1995，

1997）。

一些研究表明，产生 “如何避免出现不好的结果”的想法，有助

于避免以后出现类似不好的结果（Roese，1994）。在一项研究中，要

求学生回忆最近一次成绩不理想的考试。要求其中一部分学生产生

“反事实想法”，描述“那次考试如何才能取得好成绩”；另一部分

学生则不要求产生“反事实想法”。产生“反事实想法”让学生“看

到”他们自己更有可能做一些提高学习成绩的事情，如经常复习自己

的课堂笔记、从不旷课等。想象如何避免过去出现的失败，可以激发

我们做一些正确的行为，来避免今后出现类似的失败。在短期内，



“反事实想法”使我们不快乐；然而从长期来看，它是有积极作用

的。

其他的“反事实想法”可以使我们在逆境中感觉更舒服一些。例

如，当我们想象事情本可能会更加糟糕时，我们会感到更加幸运（例

如，Roese，1994）。这也是一种积极的作用。

不幸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反事实想法”都有这些积极作用

（Sherman & McConnell，1995）。一个年老的人，后悔年轻的时候没

有用更多的时间来陪伴自己的孩子是无益处的。或者一个已经退休的

人，后悔没有选择从事一个更好的职业亦无益处（尽管这种想法可能

对其他人有借鉴作用）。还有更无益处的想法：“只要我的彩票号码

改变一位数，我就中大奖了！”。这种想法既没有涉及任何因果因

素，也没有增加以后彩票中奖的概率。然而，这些“反事实想法”将

如影随形，影响我们的生活。

总结

在进行假设检验时，我们采用证实策略，这种策略促使人们搜索

那些与假设相符的事例。人们在对记忆中预先存储的知识，以及在外

部世界搜索支持假设证据的过程中，都采用了证实策略。当证据库既

包含证实假设的信息又包含否定假设的信息时，使用片面的证实策略

会误导人们证实其假设。由于人们拥有的社会环境的知识通常是混杂

和不一致的，我们检验任何关于自己或他人属性的假设时，经常会一

厢情愿地证实假设。

在评估共变关系时，我们也采用证实策略。我们会特别注意那些

符合“××与××相关”的事例，因此高估了它们的相关数值。如果

我们强烈地假设一个变量与另一个变量相关，我们非常容易注意和记



住那些能够体现假设的有关事例，看到事实上并不存在的虚假相关。

其他因素，如特殊性，即增强那些特殊的、共同发生的事件的突出性

与可记忆性，也会导致这种虚假相关。少数群体成员做出的罕见行为

特别显眼，因而人们会形成少数群体成员与那些罕见行为的虚假相

关。在另一些场合下，我们可能没有检测到实际上存在却出乎意料的

相关。尽管存在这些缺点，人们还是可以非常准确地检测很多日常生

活中的相关关系。我们特别容易在非常熟悉且易于编码的领域中做出

正确的判断，例如，运动领域。不幸的是，尽管我们对社会行为非常

熟悉，但是它难以编码。因此我们更有可能看到社会领域中的虚假相

关，而不能发现实际上存在的相关关系。

当我们考察更加复杂的关于个体的假设时，诸如一个被告是否有

罪，我们构建关于事件的详细“故事”，选择那个看起来最为一致的

“故事”。一般而言，对“故事”的一致性评估，我们遵循合理性原

则。我们喜欢那些可以解释更多证据、需要更少“额外假设”和可以

被其他信息解释的“故事”。然而，不相关的因素（如我们获得信息

的顺序）对构建“故事”的难易程度有影响，并进而影响我们的判

断。

很多事件使我们产生反事实结果，从而影响我们对事件的理解和

对事件的情绪反应。特别容易产生反事实想法的事件就属于异常事

件；事件越异常，我们对它的情绪反应就越强烈。如果某事件的模式

和另外一个事件（反事实事件）的模式非常接近，该事件就会更加异

常；即便事情稍有不同，事件的结果也会非常不同。当反事实结果比

实际的结果更积极时，我们会因为自己没有成功达成目标而沮丧；当

反事实结果比实际结果更加消极时，我们会因为自己刚刚能够避开它

而感到特别庆幸。当我们相信某（些）人可以成功地控制事件的发

展，但是例外的行为或个体偏偏出现了；此时，我们更加容易产生反

事实想法而感到后悔。当我们思考有所作为与不作为的结果时，我们



的情绪反应依赖于时间因素。在短期内，“有所作为”更加令人后

悔；从长远来看，“不作为” 更加令人后悔。我们对事件产生的反事

实想法，影响我们对此事件的情绪反应，并进而影响我们对此事件诸

多方面的判断。例如，对于谁该受到谴责、对遭遇不幸的个体应该给

多少赔偿金，以及事件中不公平因素有多少，这些都会受到反事实想

法的影响。

第5章　记忆：重构过去

1986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攻击》中讲述了患有创伤性失忆症的

安东的故事，主人公是一名出生在荷兰的物理学家，他失忆的原因是

因为在童年期，他亲眼目睹自己的父母、哥哥在二战后期被纳粹杀

害。剧情主要围绕成年后的安东努力寻找记忆展开，他从噩梦中逐渐

找回记忆——邻居的悲惨命运、哥哥和父母间的争吵、在黑暗监狱里

和一名妇女的对话。曾经发生的一幕幕再现于安东的脑海里，异常清

晰。在这一章中，我将论述，我们的记忆并不像影片中描述的那样，

可以准确无误地回放过去发生的每件事情、每个场景，实际上我们重

构记忆的过程受到很多因素影响，例如事件发生的环境、个体加工事

件的方式、此时对事件的理解以及此时的目标、心情等等，是一个受

现在与过去的多重因素影响的重构过程，而不是单纯的重放。

事件编码时的认知状态

我们对曾经发生的事件进行观察、编码、存储时的认知状态，会

影响随后的提取过程。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我们往往会回忆起那

些引起我们特别关注的事件；而我们回忆这些事件的方式受当初对这

些事件的认识的影响。



期望和解释

我们经常会带着某种期望去认识别人或一些事情，这种期望可能

源于刻板印象之类的效应。例如，你认为劳拉是一个非常热情、积极

向上的人，可能是因为你知道她是个社会工作者。上述期望的产生也

可能源于其他信息，例如，曾经有人说过她是一个热情、积极向上的

女孩，或者你曾经接受过她热情的招待。而不管原因是什么，你与劳

拉见面时所抱的期望一定会影响到你对这次见面的记忆。

当劳拉的行为不够明确，从而可以有一种以上的解释时，个体的

期望就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同一个微笑，当你预期劳拉是一个热情

的人时，就意味着热情；当你预期她是一个冷漠的人时，就意味着孤

芳自赏（Kelley，1950）。大量的研究发现，期望能够引导对行为的

解释。例如，葬礼上的哭泣被理解为悲伤，婚礼上的哭泣被理解为喜

悦（Trope，1986）；对于家庭条件优越的学生来说，某个分数可能被

认为是优秀的成绩，而家庭条件一般的学生如果得到这个成绩，则被

认为是很一般的成绩（Darley & Gross，1983）。关于这一点，在第1

章概念的功能中已经提到（参见第1章），还会在讨论刻板印象的后果

（参见第8章）和我们关于别人的知识（参见第9章）中再次论述到。

上面论述归结为一个重要的观点，我们对事件最初的理解决定了

我们对这些事件的记忆。透过劳拉的一系列行为，一旦我们推断她是

个热情的女孩，那么对她的回忆就可以直接提取出她的特点——热

情、独立，而不再需要这些人格特点背后的具体行为（Sherman &

Klein，1994）。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会忘记某些行为的细

节，只能回忆起特定行为的主旨，即我们所赋予的含义（Schul，

1983）。我们可能只记得劳拉热情、开朗，而不会记得她笑容灿烂地

走过来拥抱我们等具体行为。这种现象一旦发生，回首往事时，我们

就很难提取那些可能产生不同理解的记忆的细节。



期望和注意

即使事件有明确的意义，不会产生不同的解释，我们的期望仍然

会对记忆产生影响，因为我们的期望引导我们对事件的不同方面分配

不同的注意力，也会影响新旧知识间建立的联系。

与期望一致的信息　与期望一致的信息特别容易被注意到。如果

你事先认为劳拉是个热情的人，就会特别关注她充满热情的行为；结

果，这些被特别关注的信息更加容易回忆起来，这种现象在应激或唤

醒状态下体现得尤为明显（Jamieson & Zanna，1989）。由于采用证

实策略，人们倾向于关注与假设和期望一致的事件，从而提高了对该

事件的回忆的可能性。反过来，回忆某事件的可能性提高，会导致个

体高估其观察到的事情更能够支持其假设（Klayman & Ha，1987；参

见第4章）。通过上面的论述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期望会导致个体对事

物间的联系形成错误认识，因为人们对自己期望看到的联系给予了更

多的关注。例如，如果你认为亚裔美国人的数学都很棒，你就会特别

留意你所遇到的亚裔数学名人，久而久之，那些与假设一致的人给你

留下的印象很深刻，数学很棒的亚裔美国人的出现概率也被高估

（Garcia-Marques & Hamilton，1996；Chapman & Chapman，1967，

1969；参见第4章）。

大量的研究明确地表明，期望能使与其一致的信息更可能被回忆

起（参见Higgins & Bargh，1987；Olson，Roese，& Zanna，1996；

Stangor & McMillan，1992）。例如，在一项研究中（Cohen，

1981），要求被试观看一位妇女和她丈夫交流的场景。看录像之前，

研究者告诉其中一半被试，那个妇女的职业是图书管理员，而告诉另

外一半被试，她是个服务员。录像中展现了那个妇女的一系列行为和

品质，其中有些与图书管理员的特征一致，但与服务员特征不一致

（例如，戴眼镜，听古典音乐）。另一些行为和品质与服务员的特征



一致，但与图书管理员特征不一致（例如，喝啤酒，与丈夫恩爱）。

随后，测验被试对录像中妇女的记忆，发现他们更容易回忆起那些与

告知的职业一致的信息，换言之，被试回忆的是那位妇女与某职业有

关的行为和品质，而并非那位妇女的实际情况。

与期望一致的信息较易回忆，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对这些信息更加

关注，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们与已有的观念有较强的联系（Hastie，

1980）。人们已有的知识构建了一个意义丰富的框架，通过这个框

架，各种不同类型的新信息之间、新信息与已有信息之间可以建立起

多种联系；这些复杂的联系可以提高新知识回忆的可能性。当概念间

存在部分联系时，我们更易回忆它们；当概念间没有联系时，我们难

以回忆它们。例如，当别人对你说，约翰是位具有创造性、情绪多

变、不墨守成规、敏感且个人主义的人。当你得知约翰是一个艺术家

后，前面有关他特点的描述就很容易回忆起来，因为这些特点与艺术

家形象一致。有一项研究验证了这一观点。在研究中，给实验组被试

提供一个描述某类人物的典型概念，以及一个人的一系列与这类人物

特征相符的品质；而控制组被试只是看到这个人这些同样的品质，结

果发现，实验组被试对这些品质（词）的回忆率为控制组的两倍

（Macrae，Milne，& Bodenhausen，1994）。重要的是，提供典型概

念作为标签，并不能提高那些与典型概念无关品质的记忆，这似乎表

明，与典型概念有关的品质易于记忆，是因为这些品质与典型概念有

着丰富的、有意义的联系。更一般地说，期望为这些一致事件提供了

一个连贯的概念系统，从而提高了回忆这些事件的可能性。

与期望不一致的信息　与期望不一致的信息也容易引起注意，回

忆率也高。如果你预期劳拉是个热情的人，你对她的冷漠行为也会记

忆深刻。个体总会给予那些出乎意料的事件以特别的关注，这就提高

了此类事件回忆的可能性；所以，与期望不一致的信息也会误导个体

得出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推论。由于少数人的行为有时与众不同，因而



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结果，那些与众不同的行为出现的频率会被高

估，最终让人形成错误认识——那一小部分人喜欢特立独行，与众不

同（Hamilton，Dugan，& Troiller，1985；Stroessner，Hamilton，

& Mackie，1992；参见第4章）。

很多研究发现，与期望不一致的信息容易提取。例如，在一项研

究中，首先引导被试对所描述的人形成某种认识（例如，聪明）

（Hastie & Kumar，1979），然后让他们阅读一系列描述此人行为的

词语，在这些词语中，有些与被试的预期一致（例如，他赢得了象棋

比赛），有些与预期不一致（例如，他连续三次犯同样的错误），还

有一些与预期无关的词语（例如，他乘坐电梯到达三楼）。随后，让

他们回忆刚才读过的描述此人行为的所有词语。结果如图5.1所示，与

期望不一致行为（词语）的回忆率最高，其次才是与期望一致的行为

（词语），而且前两种行为（词语）的回忆率都高于无关事件的回忆

率。

与期望不一致的信息记忆效果好，可能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

一，不一致信息容易引起注意；第二，加工这些与预期不一致的事件

时，需要努力将它们与已有的期望统一起来（Hastie，1984；Hastie

& Kumar，1979）。例如，我们试图寻找一贯热情的Laura在今天待人

冷漠的原因：或许是她与父母闹别扭了。通过把她的冷漠行为与其他

信息联系起来，从而增强了对该事件回忆的可能性。事实确实如此，

如果进行认知加工时的信息量过大，没有足够的认知资源将不一致信

息与我们的期望统一起来，对那些不一致信息回忆的优势就会消失

（例如，Srull， Lichtenstein， & Rothbart， 1985；综述参见

Olson，Roese，& Zanna，1996；Stangor & McMillan，1992）。第

三，已有的认知结构不仅统一整合那些与期望一致的信息，也会对那

些与期望不一致的行为进行分组，并赋予这些行为以意义，从而提高

这类信息的可记忆性。



图5.1　被试对无关行为、一致行为及不一致行为的回忆比例

资料来源：Hastie & Kumar (1979，表2，p.29). Copyright 1979) by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Adapted with permission.

大量研究着力于考察我们对哪类信息的回忆成绩更好，是与期望

一致的信息、还是与期望不一致的信息呢？关于这个问题，还存在争

议。有些研究发现与期望一致的信息更容易回忆，有些研究则认为与

期望不一致的信息更容易回忆。在对大量研究进行分析后，Stangor和

McMillan（1992）得出了他们的结论。结论认为，如果鼓励被试考虑

所有的信息，并形成有关人物的准确印象时，与期望不一致的信息回

忆率高。这是因为，被试需要努力将这些与期望不一致的信息与其期

望整合起来，因而与期望不一致的信息回忆率高。相反，如果不鼓励

被试花费很多精力形成有关人物的准确印象，或者人们并不在意印象

是否准确，或者当人们将有限的认知资源用于他途，而无暇顾及那些

与预期不一致的信息时，那些与期望一致的信息回忆的正确率就比较



高。他们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其他研究的支持。一些研究发现，记忆的

目标会影响起初的信息加工过程和随后的回忆，下面将会详细讨论这

个问题。上述一系列研究得出最重要的一个结论是：与预期一致的事

件和与预期不一致的事件的回忆率均高于无关信息的回忆率。我们对

他人的期望影响我们对此人品质、行为的加工，从而影响有关此人的

记忆。人的记忆系统会产生系统的偏差，因为它不是简单地存储我们

观察到的客观事实，而是同时存储我们对客观事实的加工方式和加工

程度。所以，记忆的结果不仅受我们的信念、期望的影响，也受我们

的目标和愿望的影响。

目标

假设你贴出一则广告征求合租者，艾伦想与你合租，你们在一起

吃饭并决定是否要合租一套公寓房。在同艾伦会面时，你会非常留心

观察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努力地了解他的人品，留意有关他的所有

评论，并且会将艾伦的各种信息同你寻找室友的标准（友好、诚实、

体贴）进行对照，以确定他是否适合做你的合租者。假设换了一种场

景，如果你在候机的时候与艾伦会面，这种场合下的聊天只是为了打

发时间，你并不期望再与他见面，也不会关心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假设你们的谈话内容基本相同，也是谈合租房子的事情。你对于在候

机厅里谈话内容的记忆会很少，而且谈话的内容在记忆中缺乏有效的

组织。推而广之，当你想形成有关别人的印象时，你对此人的有关信

息会更加关注，并努力理解有关此人的一些信息。这会有利于你有效

地组织信息，并将各种信息有机地联系起来。注意力的增加和对信息

的有效组织，提高了对信息的回忆率。

很多研究发现，当要求被试对别人形成印象时，比只要求被试尽

量多地记忆那个人的信息，有更多的回忆量，而且会将与此人有关的



信息组织得更有条理性。（Hamilton，Katz，& Leirer，1980；

Srull，1981；Wyer & Gordon，1982）。那么，如果并没有要求你对

某人形成印象，而这个人是你今后需要交往的对象，你会自动形成对

此人的印象吗？答案似乎是肯定的。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要求被试

阅读五个人的信息（Devine，Sedikides，& Furhman，1989）。实验

中将被试分为三组，并指导被试特别注意其中的某个人。告诉一组被

试，他们接下来要与此人协作解决一个问题；告诉另一组被试形成对

此人的印象；要求剩下的被试尽量记住有关此人的信息。随后，要求

被试回忆这五个人的信息，回忆的内容越多越好。实验主要考察被试

对这五个人信息的回忆量以及对信息的组织程度。研究者的推论是：

如果被试对指定对象的信息进行了组织，并且在各种信息间建立了联

系，那么，在回忆过程中，就会一个接一个、连续不断地回忆出此人

的一些品质。因此，研究者通过考察被试回忆出此人的一个品质后，

紧跟着回忆出同一个人的另一个品质的概率，来确定被试的记忆中对

信息的组织程度的高低。

研究显示，当告诉一组被试，他们将会与某人（靶人物）互动与

协作时，被试对靶人物的信息记忆得更多而且信息的组织性高。这个

结果正如明确地要求另一组被试对靶人物形成印象一样；结果如表5.1

所示。上述两组被试对靶人物信息的记忆（回忆量和记忆信息的组织

程度）好于只要求尽量记忆靶人物信息的那组被试。另外，上述两组

被试对靶人物信息的记忆好于对非靶人物信息的记忆。“交流互动

组”被试对靶人物信息的组织程度高于“印象形成组”被试。这可能

是因为，当需要对一个人形成印象时，如果这种需要源于被试内部动

机，这种动机对记忆的作用效果优于研究者的要求（外部动机）。这

项研究和其他研究都发现，我们与某人交流互动的认知目标，会影响

我们与此人交流的方式，以及影响我们怎样加工此人的有关信息，从

而影响我们对交流过程的记忆。我们对一个事件的加工方式及对该事



件的记忆程度，也受该事件对我们的重要程度的影响。下面将围绕这

一点展开讨论。

表5.1　三种条件下被试对靶人物和非靶人物描述语的回忆数量及条件概率的平均

值

资料来源：Devine et al. (1989，表2，p.686). Copyright (1989) by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1 条件概率指回忆出某人的一项信息有赖于先回忆出此人的另一项信息。

事件的意义

大约是1991年1月18日晚上八点，第一次海湾危机刚刚爆发，在那

之前的一天，美国领导的反击伊拉克的战争开始，我在新泽西家中楼

上的浴室里为年幼的儿子洗澡，能模模糊糊地听到楼下电视里的声

音；丈夫开门走了进来，他面色苍白，用颤抖的声音告诉我，伊拉克

向以色列发射了一枚导弹。我立刻想到了在特拉维夫的父母，他们可

能戴着防毒面具瑟缩在防空洞里，我立刻奔向电话。

虽然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七年多了，但是它仍能清晰地浮现在我的

脑海里，仿佛就发生在昨天。这种对重大事件的清楚记忆被称为闪光

灯记忆，意指在众多朦胧记忆中特别清晰的一段记忆（Brown &



Kulik，1977）。这种记忆的重点内容是首次遇到某个（重要）事件时

的环境——某人是如何发现这件事情的，还有哪些人在场，当事人的

穿着等等，而不是事件本身的细节。许多美国人对1989年加利福尼亚

大地震、1986年“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以及肯尼迪总统被暗杀的

事件，都有这种闪光灯记忆。

最初人们认为闪光灯记忆的准确性很高，人们通过某种特殊的加

工机制，将那些重要事件的信息“封存”在记忆里（Brown & Kulik，

1977；综述参见Schacter，1996）。当然，经历过那些重大事件的

人，对自己记忆的准确性都非常有信心（Neisser & Harsch，

1992）。一个人对那些重大事件发生情境的记忆确实与他们最初对事

件的描述非常一致，对重大事件记忆的准确性高于同一时间发生的普

通事件（Christianson，1989；Conway et al.，1994）。一项研究通

过比较美国人和英国人对撒切尔夫人辞掉英国首相职务这件令人震惊

的事件的记忆，揭示了某事件对个人的重要性影响到个人对该事件记

忆的准确性。撒切尔夫人辞职一年后，调查发现，英国人对这件事记

忆的准确性远远高于美国人。在英国人中，认为撒切尔夫人辞职令人

震惊的这部分人，对这件事记忆的准确性要高于其他英国人（Conway

et al.，1994）。应该注意到，也有可能是英国人接收到更多有关该

事件的报道，而不是该事件对个人的重要程度，影响人们对此事件的

记忆。

对个体有意义的事件在回忆上表现出的优势，可能是因为该事件

引发了较强的情绪反应（Brown & Kulik，1977）。关于这一观点的直

接研究证据很少，但是有相关研究发现，当被试观看那些引起强烈情

绪反应的电视画面时，激素分泌会发生变化，例如人们对于血迹斑斑

的撞车场面记忆深刻（Cahill et al.，1994；综述参见Schacter，

1996）。闪光灯记忆的产生，也可能有其他原因：人们需要努力弄清

楚突发事件及其情境，进而提高了该事件的可记忆性。人们也会不断



同别人谈论所发生的重要事件，比较各种有关该事情的报道；他们在

回忆该事件时，头脑中不断重放事件发生时的情境。无论是一些公开

报道，还是个人的回忆，都可以提高该事件的可记忆性。到目前为

止，人们还不清楚这种对一般事件记忆的机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说明

“闪光灯记忆效应”。也许，强烈情绪的记忆与多种一般记忆机制共

同作用，提高了重大事件的可记忆性（Brewer，1992）。

虽然闪光灯记忆比普通事件的记忆更准确，但是闪光灯记忆远远

没有达到准确无误的程度。Ulric Neisser和Nicole Harsch研究了这

个问题。在“挑战者号”爆炸24小时内，他们对100多名学生进行调

查，要求学生写出他们最早是通过什么渠道得知该事件的（Neisser &

Harsch，1992）。两年半后，研究者找到了当初接受调查的44名被

试，请他们再次回答同样的问题；结果发现，被试并不能准确回忆当

时的事情，在他们前后两次的回忆中，有许多内容甚至毫不相干。例

如，其中一名被试第一次回答说，她是在上宗教课时，从其他学生那

里得知“挑战者号”爆炸消息的；但是在两年半后，她回忆说是在寝

室通过电视了解到的，而且确信她的记忆准确无误。大部分被试能正

确回忆某些方面的信息，却不能正确回忆另外一些信息。大多数人坚

信他们回忆的正确性，其实，其自信程度与回忆的准确性之间并不存

在相关。高度自信的被试，其回忆的正确率不一定高，甚至其中一些

人回忆的错误率很高。这些研究结果提醒我们，即使我们认为自己的

记忆非常生动清晰和准确无误，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的记忆多

多少少总会有误。

综上所述，当事件发生时，我们对事件所抱的期望，完成记忆任

务的目标，以及事件对于个人的意义，会通过注意的指向和分配，以

及生理反应，影响对该事件的认知加工，进而影响我们随后对该事件

的记忆。所有这些因素都与事件发生时我们的心理状态有关，从而影



响对该事件的回忆。其实，我们在回忆一个事件时的期望、目标和情

绪，也会影响对该事件的记忆，下面将围绕这一点展开讨论。

提取事件时的认知状态

期望与信息的提取

即使在信息编码时比较符合事实，信息提取时我们所抱的期望，

也会使回忆的内容偏离实际情况。前面章节已讨论过，当要求被试接

受有关他人或自己的片面假设时，被试会采用证实策略，并回忆出那

些与假设相符合的有关信息。例如，为了确定某人是否外向，人们倾

向于回忆此人的外向性行为，并且夸大这类行为出现的频率（Kunda

et al.，1993；Snyder & Cantor，1979；参见第4章）。期望会引起

回忆的偏差，使人只回忆出某些片面的信息，其可能的原因是期望让

人们产生了片面假设。如果我预期某人外向性格，我就会不由自主地

检验我的期望是否正确；结果，在回忆时我就会有选择地进行信息提

取，回忆那些与假设一致的信息，以证实自己的期望。

考察信息提取时的期望效应，应该将编码时的期望效应排除在

外。很多研究都考虑到了这一点，在被试完成信息编码后，再指导他

们形成某种期望。前面探讨信息编码的期望效应时，介绍了一项实

验，被试根据一段录像，形成对该女子（她的职业是图书管理员或服

务员）的期望（Cohen，1981）。这个研究还有另外两种实验条件，即

被试看完录像后才得知这个女子的职业；在这两种实验条件下，被试

的期望不会影响到对该女子行为信息的编码。研究结果发现，回忆时

依然存在期望效应，被试能够更多地回忆出那些与该女子职业一致的

信息。这个研究说明，在事件发生后产生的期望，也会影响对事件的

回忆。



源于一个人自身行为的期望，同样能影响对此人的记忆。在一项

研究中，首先让被试收听关于一个人的正反两方面信息的描述，然后

阅读此人的一份自我评价，她的自我评价有两种，高傲无礼或是谦逊

有礼（Pyszczynski，LaPrelle，& Greenberg，1987）。结果发现，

此人的自我描述，引发了被试对她的期望，进而影响到被试对她的行

为的回忆。当要求被试写出他们记得的有关此人的所有行为时，他们

更多地回忆出那些与他们的期望一致的行为。期望不仅让我们选择性

地回忆一些片面的信息，也会扭曲我们的记忆，改变我们对一个人行

为的回忆。一些其他的研究发现，人们通常会将与现有期望不一致的

信息，回忆成与现有期望一致的信息（ Hirt ， Erickson ， &

McDonald，1993）。

当前的期望除了影响信息的提取过程外，还能影响人们对所提取

信息的解释（综述参见Ross，1989）。如果一个女人认定她的丈夫在

欺骗她，就会认为最近丈夫给她送花是一种欺骗行为，而不是爱她。

当我们不能很好地回忆一个人时，现在的期望也会帮助我们填补那片

记忆的空白，而且填补的内容与现在的期望一致。如果我们现在了解

到贝蒂是个女同性恋者，但是想不起来高中的时候她是什么样子，我

们会猜测，那时的她从不跟男生约会（Bellezza & Bower，1981）。

在不知不觉中传递给人们的期望，也可能影响人们对曾经见过的

事件的重构过程。Elizabeth Loftus和John Palmer在一项研究中给被

试呈现一段撞车的电影场面，然后询问他们，发生撞车事故时车辆的

行驶速度（Loftus & Palmer，1974）。向被试提问时所使用词语上的

细微差别，影响了被试对车速的估计。比如，当询问被试两辆车猛撞

在一起，它们的速度大概是多少时，他们的回答是每小时41千米。但

是，当问被试两辆车子相擦时的车速，被试的答案是每小时32千米。

这个研究说明，问题本身暗含的期望传递给了被试，从而影响了他们



对事件的回忆。由此可知，目击证词会受到询问时有意或无意传递给

他们的微妙信息的影响。

上面提到的各种记忆信息偏差的出现，都可以归结为期望效应，

即我们对他人过去行为的回忆，与我们当前的期望一致，而偏离了真

实的情况。我们的记忆不仅反映我们曾经看到了什么，也反映我们期

望看到些什么。到这里为止，我们讨论了由个人行为或个人所在的群

体关系引发的期望。接下来讨论由人格引发的期望对记忆产生的影

响。

稳定和变化理论

如果让你回想一个与你相识至少一年以上的人，回忆你们第一次

见面的情景，并说出当时你对她或他的印象，你会怎样回答？在通常

情况下，对初次与别人见面的情景，我们记忆深刻；有可能看某人第

一眼后，就对此人产生好感，也有可能见一面后，再也不想与此人交

往。但是，在许多情况下，我们不能很好地提取过去的信息，Michael

Ross认为，我们会根据现在的态度、信念以及行为去重构过去

（Ross，1989）。我们可能开始问自己，“我现在喜欢这个人

吗？”，接下来会问，“有什么理由让我相信，我对此人的看法与一

年前有什么不同？”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需要考虑我们关于自己性

格与行为稳定性的内隐理论。

我们倾向于认为，自己在许多方面保持稳定，相信现在的自己跟

一年前一样：喜欢同样的人物、同样的体育项目、同一些政治家、同

样的食物等等。运用这种内隐的稳定观，你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

你现在喜欢（厌恶）某人，所以你肯定一直喜欢（厌恶）此人。但

是，我们也认为自己的某些方面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这是因为在我



们的文化里，我们认为事物总在变化、个人一直在成长。例如，从青

春期到大学毕业、结婚、为人父母、伤病、治疗、退休。Ross引用一

句贺卡上的祝福语，说明我们的文化中所持有的这种变化的信念：

“从我们第一次约会开始，你就不再打嗝、放屁、挖鼻孔……婚姻改

变了这一切，结婚纪念日快乐！”。如果你持有这种变化的内隐观，

你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你会认为对某人的最初态度与现在的态度很

不一样。即使你现在非常喜欢某人，但由于假定自己婚后的人生观发

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推断结婚前第一次见到那人时，对那人的印象

可能并不好。

如果我们关于这种稳定和变化的内隐观是准确的，利用它可以帮

助我们准确地重构过去的自我。遗憾的是，有些时候，我们的内隐理

论是错误的。我们的喜好常常在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发生了变

化，或者，我们以为某个事件改变了我们，但实际上我们并没有改

变。如果我们采用这种错误的内隐理论，去重构我们过去的心理状

态，必然导致系统的偏差。如果我们的内隐理论夸大了稳定性，基于

这一观点，我们就会认为我们过去的喜好与现在的喜好非常一致。反

之，就会夸大过去与现在的区别。下面将介绍出现这两种偏差的研究

证据。

夸大过去与现在的一致性　在被试觉察不到的情况下，引导他们

改变对某件事的态度，然后让他们回忆实验之前对该事件的看法。一

些研究发现，被试对他们过去态度的回忆不符合过去的实际情况，反

倒与实验引导他们所形成的新态度更加一致（综述参见Ross，

1989）。有时候非常有必要改变人们对某些重要的争议性事件的态

度，例如，学生乘公共汽车上学有助于消除种族隔离。实验通过巧妙

的手段，在被试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改变学生对乘公共汽车的看

法。实验后，让被试回忆他以前对此事的态度。被试会说：“我一直

都认为乘公共汽车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我（一个星期）以前也是这



么看的。”也就是说，人们会错误地认为，一个星期以前的态度与现

在一样（Goethals & Reckman，1973）。

现在的态度也会影响对过去行为的回忆（Ross，McFarland &

Fletcher，1981）。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首先让被试听一个专家关

于牙齿保健的讲座（已经证明这种方法能够有效改变被试对刷牙的态

度），被试分为两组，一组被试听到的内容是多次刷牙对牙齿保健有

益；另外一组被试听到的内容是，刷牙次数多对牙齿保健不利。随

后，在一个看似与前面研究工作没有任何关系的实验中，要求被试对

过去两周里自己一些行为发生的频率（包括刷牙的频率）进行描述。

结果发现，听到刷牙次数多对牙齿有害这种讲座的被试，所报告的刷

牙频率显著低于另外一组被试。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对刷牙这件事情

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改变，就会认为我们一直保持着现在这种态度。

上面所述的现象，并不是必须通过巧妙而隐蔽的实验方法才能显

现。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我们的成长与成熟，我们态度也会慢慢发

生改变，但是我们经常会夸大过去态度及行为与现在的相似程度。例

如，在一项政治调查中，要求被试回答九年前对同样的调查是如何作

答的，被试所回忆出的九年前的态度与现在的态度更相近（G.

Markus，1986），他们一定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态度会随着时间而发生

改变。

人们对自己浪漫情侣的回忆也存在同样的偏差。在一项研究中，

要求大学生被试对他们恋人的某些品质进行等级评定，例如诚实、友

善、智慧等（McFarland & Ross，1987）。两个月后，让他们再次对

恋人做同样的评定，并且要他们回想两个月前的评定。为提高被试回

忆的准确性，研究者告诉被试，实验中会将他们的回忆结果与两个月

前的评定结果进行对照。然而，这些学生回忆出来的结果还是发生了

系统的偏差，即回忆的结果受当前态度的影响。相对于两个月前，有



些学生对自己恋人持更加负面的看法，他们的回忆结果比两个月前评

定的结果更消极；有些学生对自己恋人持更加正面的观点，他们的回

忆结果则比两个月前的态度更加积极。这个结果说明，在没有意识到

自身看法随着时间发生改变时，人们会夸大过去看法与现在看法的一

致性。

上述现象有助于我们解释“面试错觉”。“面试错觉”是指人们

错误地相信，根据自己与别人进行一次短暂的谈话，就可以预测将来

会如何评价对方（Kunda & Nisbett，1986；参见第9章）。即使随着

我们对某人有更多的了解，我们对此人的看法逐渐发生一些变化，面

试错觉仍然会发生。我们可能认为，经过短暂的面试，对某人的反应

能够很好地预测我们今后对此人的感受。这是因为，我们并没有意识

到，我们现在对某人的感受与面试时并不一样，我们错误地相信我们

对某人的感受一直像现在这样。当我们回忆对某人最初的反应时，我

们回忆的结果与现在的感受更类似，经过几次这样的错误回忆后，我

们就开始认为，我们最初与某人相见时对此人的反应能够很好地预测

我们今后对此人的感受。

这种夸大过去的自我与现在的自我之间相似程度的倾向，有助于

解释很多生活中常见的现象。为什么老师们总是在抱怨现在的学生远

不及他们那一代学生；为什么从古至今，每一位父母都认为，他们年

轻时比现在的孩子们听话（Ross，1989）；为什么老人们会夸大年轻

时与现在的相似性。用Vailant（1997）的一句话更容易理解这些现

象，“从毛毛虫变为蝴蝶后，它们总认为自己幼小时是小蝴蝶，成熟

过程使我们忽视了很多变化”（p. 197）。

行为的稳定观使我们夸大过去的自我与现在的自我之间的一致

性，然而行为变化观使我们夸大过去的自我与现在的自我之间的差异

性。



夸大过去与现在的差异性　婚前艾米一直认为，一旦结婚，她就

会变得自信，并且拥有安全感。现在已经结婚几年了，她依然经常受

到自我怀疑和不安全感的困扰，但是婚姻是一把保护伞的观点仍然没

有改变。怎么解释这一现象呢？虽然艾米现在仍然有不安全感，但是

她感觉比单身时的情况好很多。当内隐的变化观导致我们期望自身已

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时，即使实际上并没有多大变化，我们也倾向于认

为过去的自我与现在的自我之间存在很大差别。这也可能是人们对一

些并没有多大效果的自我提升训练感到满意的原因之一。即使我们意

识到继续进行某种治疗并不会使我们有太大的改观，但是，我们会夸

大治疗前的病情，进而相信这种治疗方法的效果（Ross，1989）。

Conway和Ross 的研究结果支持了上面的说法。他们在研究中制定

了一套学习技能训练程序，实际上这套学习技能训练程序与许多其他

类似的训练程序一样，并没有多少效果（Conway & Ross，1984）。研

究者先请自愿参加学习技能训练的大学生评价一下他们现在的学习技

能，然后将他们随机分为两组，一组是实验组，接受学习技能训练，

另外一组不接受任何训练，作为控制组。这项学习技能训练课程在当

地的一个大学持续进行了三周，训练内容包括：如何定义任务、如何

高效地做笔记和阅读。训练结束后，要求两组被试评价自己的学习技

能提高了多少，从而预测自己的期末成绩，并且回忆三周前对自己学

习技能的评价。结果发现，与控制组相比，实验组被试认为他们的学

习技能有了更多的提高，而且相信期末会有更好的成绩。但是，实验

组学生在期末考试中并未出现所预期的好成绩。实际上，这种学习技

能训练对专业课程的学习并无助益，实验组与控制组学生的期末成绩

没有显著差异。记忆的扭曲让被试错误地相信训练有效，也就是说，

实验组被试所回忆的以前学习技能的评价分数比他们原来的实际评价

分数低，控制组被试并没有发生这种偏差。人们可能通过贬低自己训

练前的水平，来维持训练有效的信念。



总而言之，我们的内隐稳定观或内隐变化观可能让我们戴上有色

眼镜来回忆过去的自我。当我们期望自己保持稳定时，就会夸大过去

的我与现在的我之间的一致性；当我们期望自己改变时，就会夸大过

去的我与现在的我之间的差异。我们拥有的这种内隐理论会影响我们

重构以前自我的态度、行为、特质和幸福感。因此，如果我们打算以

这种重构的过去的自我为基础做某些重要判断和决定，我们必须意识

到这种潜在的偏差。当一个政府官员候选人询问你现在的生活水平是

否比四年前高，当一个医生问你的身体机能是否有所恢复，当你自己

问自己与恋人在一起是否比以前幸福时，你应该意识到你所回忆的幸

福感不仅受到你现在状况的影响，还受到你的内隐稳定观和内隐变化

观的影响。

我们对过去信念和期望的回忆，也会受到这期间所发生的一系列

事件的影响，下面我们来讨论这一点。

后视偏见

回想一下你所在国家的最近一次选举，如果在选举前六个月有人

让你预测选举结果的话，你想想你当时的预测是什么？你能够完全不

受当前知识的影响，回忆你当时的真实想法吗？你现在已经知道选举

的结果了，你能准确地重构你尚未知道结果前的知识和信念吗？实际

上，很难做到这一点。我们一旦知道某事的结果后，我们就会认为事

情当然应该是这样；而且，一旦知道了结局，我们就会深信“我早就

知道会是这样”。

Baruch Fischhoff的一系列研究发现，当我们尝试重构过去的知

识状态时，我们倾向于夸大对已发生事件结果的预知程度，这种现象

叫做“后视偏见”（hindisight bias）。Fischhoff（1975）向被试



描述可能有多种结果的一次战争或者医疗事件，让不同组被试了解不

同的结果，然后要求他们回答在不知道结果之前自己会怎样预测结

局。例如，其中一个实验向被试描述一场发生在孟加拉北部边界，英

国军队和尼泊尔的廓尔喀人之间的战争。将被试分为五组，告诉第一

组被试英国取得战争的胜利，告诉第二组被试廓尔喀人取胜，告诉第

三组被试战争陷入僵持状态，告诉第四组被试战争双方不分胜负，战

争得到了和平解决，第五组被试为控制组，不知道战争的结局。研究

结果发现，前四组被试对战争进行预测时，更倾向于选择自己知晓的

结局，结果如表5.2所示。例如，第二组被试预测廓尔喀人胜的概率高

于控制组，也高于其他各种结局的概率。相反，第一组被试认为英国

人取得胜利的概率显著高于控制组。总之，几个实验组被试对战争结

局的预测中，与他们所知晓的结局相同时的概率显著高于控制组，而

且，各个实验组的被试都认为他们所掌握的资料更支持他们的观点。

“后视偏见”的产生，并不是因为被试不知道实验要求他们重构

在了解事件结局前的知识状态。Fischhoff在其后续的研究中得到类似

的结果模式：实验中明确要求被试在回答时就只当他们不知道事情的

结局，或者要求被试猜测那些不知道事情结局的其他被试会给出什么

样的回答（Fischhoff，1975），然而“后视偏见”还是发生了。总

之，了解事情的结局，可以无意识地影响我们对事情结局的判断，导

致我们预测此种结局更可能出现。我们深信自己早就知道会如此，种

种迹象预示着这种结局将会出现，人人都能看得出来。我们并没有认

识到，只有在我们了解事情的结局后，这些迹象才清晰起来。

表5.2　各组被试对各种结局出现的概率预测



资料来源：Fischhoff (1975，表1，p.291). Copyright (1975) by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注意：表中的数据是各种结果出现的预测概率，标黑的数据是各组被试被告知的战

争结局。

上述一系列研究发现，了解事情的结局，导致我们对事情结局的

预测带有系统的偏差，同样会导致我们回忆的结果出现系统的偏差

（Fischhoff & Beyth，1975）。在1972年，尼克松总统准备历史性的

访华前夕，实验要求学生评估各种结果出现的概率，例如：“尼克松

总统至少与毛主席进行一次会面”，“尼克松总统将会宣布其访华成

功”。在尼克松总统访华两周多之后，要求被试回忆他们曾经评估的

各种概率。实验者强调实验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考察他们回忆的准确

性。但是结果表明，学生的回忆受他们当前所知道的事实影响，产生

了系统的偏差。具体地说，对那些已发生的事件，学生回忆的结果显

示，他们现在给出的概率高于过去评估该事件可能发生的概率；对那

些没有发生的事件，他们现在给出的概率低于过去评估该事件可能发

生的概率。简而言之，他们夸大了对事件预测的准确性，而且相信他

们一直都认为访问的结果将会如此。

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都存在后视偏见，包括历史事件、科学

实验、体育运动、政治选举、医药卫生、法律、精神病案例、车祸

（综述参见Hawkins & Hastie，1990）。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

首先，我们会赋予（结果出现前）一些事件以新的意义和重要性，使



其与结果保持一致。当我们知道自己的朋友离婚后，他们先前很多模

棱两可的行为，我们都可以重新解释为他们之间关系紧张的先兆，他

们之间任何不一致的观点都预示着婚姻会出现破裂，而他们之间一些

恩爱的事情则被忽略不计，这种对已发生事件的重新释义是产生后视

偏见最常见的原因（综述参见Hawkins & Hastie，1990）。其次，我

们会根据现在了解的情况，调整对过去信息的理解，所以，我们不太

可能想到事件还会按照其他方式发生。在做概率判断时，我们经常采

用“可得性策略”，越是我们难以想到的结果，看起来越是不可能发

生（Kahneman & Tversky，1973；参见第3章）。所以，如果我们想不

出会有其他可能的结果，我们就会更加相信事情必然会按现在的情况

发生。

我们不能准确地重构过去的知识状态，这会导致我们严厉指责别

人（或自己）的错误决定。错误一旦酿成，我们在事后会难以理解，

为什么会有人做出如此愚蠢的决定；事情不是明摆着吗？明眼人应该

都能看出那是个荒谬的决定。其实，我们并没有认识到，在结果出现

以前，事态的发展并不明朗。因为我们经常在事件发生后成为事后诸

葛亮，所以我们会错误地相信每个人都应该有先见之明。

我们对过去的记忆除了受当前知识和内隐理论的影响外，还会受

到当前目标和愿望的影响，下面将详细讨论。

目标

请花点时间想一想，你感觉到你过去的所作所为在多大程度上反

映了你的善良或冷酷的本性。如果你像大多数人一样，希望看到你是

一个善良的人，你对自己过去有关记忆的搜索会受到这种愿望的影

响，产生系统的偏差。你回忆出来的自己过去的有关行为，与你希望



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相符。与期望引起的偏差一样，我们的目标也

会导致我们提出片面问题，使我们的回忆出现偏差（Kunda，1990）。

如果我希望看到我是一个善良的人，我就会问我自己：我是不是一个

善良的人？证实策略就会引导我们有选择地提取我们行善的记忆

（Klayman & Ha，1987；参见第4章）。

在一系列研究中，我与我的同事发现，自传体记忆受动机影响的

方式与上面所述的方式相同（Saniioso，Kunda，& Fong，1990）。在

实验中，告诉被试某种性格特征，如外向或者内向与其学术成就和职

业成功紧密相关，然后让他们解释为什么学术上的成就和职业上的成

功与这一特质相关；这是为了让被试坚信，该性格特征与其成功有关

（Anderson & Sechler，1986：参见第3章）。研究者推断：如果被试

相信某一性格特质与成功紧密相关，这就会激发被试，促使他们相信

自己身上也有这种特质；进而导致被试选择性地回忆自己身上的这种

性格特质。实验发现确实如此。当要求被试回忆过去行为中与内向或

外向有关的行为时，被告知内向性格与成功紧密相关的那组被试，往

往会首先列出与内向性格有关的行为，并且列出的与内向性格有关的

行为显著地多于被告知外向性格与成功有关的那组被试。反之亦然。

在另外一项研究中，通过一定的方法先让被试相信他们是外向性格或

内向性格的人。接着要求被试回忆能够足以说明其性格外向的一件特

别的事情（例如，主动与陌生人讲话），或者能够足以说明其性格内

向的一件特别的事情（例如，远离社交场合）。那些相信自己具有外

向性的被试，对那些外向性格相关行为的提取速度快于另外一组被

试；但是对内向性格相关行为的提取速度慢于另外一组被试。这些研

究结果都显示，我们希望自己具有的那些性格特质信息在记忆中更容

易通达，所以说，我们对过去行为的记忆受到自己愿望的影响。

前面已经讨论过，期望会使我们夸大过去行为与现在期望的一致

性，但是夸大的程度可能取决于我们当前证实或者反驳动机的强弱。



McDonald和Hirt（1997）的研究发现，在两种情况下，我们对别人的

期望导致对此人记忆的扭曲，其一个体没有特别的动机，其二个体拥

有证实自己期望的动机。但是，当个体想要反驳这种期望时，我们对

别人的回忆不会发生这种扭曲。当我们回忆一个很聪明，但是自己不

喜欢的人时，我们更希望他是一个失败者，而非成功者，因此我们对

他那些能够展示其才华的行为的回忆要比实际情况少得多。所以，动

机不仅影响到我们提取哪些事件，也会影响我们记忆中如何对该事件

进行重构和扭曲。

我们当前的认知状态不仅包括信念、期望、目标，还包括心境和

情感，心境和情感对提取过去事件也有影响。

情绪

情绪一致性记忆　请你试着回忆一件与钢琴有关的事情，你想到

的是愉快的事情吗？你的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现在的心情。人

们回忆的内容往往与其当时的心情一致：如果当时心情很好，你可能

想起与朋友一起演奏音乐的那个愉快夜晚；如果心情不好，你可能会

想起一次因为没有做好准备，而在钢琴演奏课上的尴尬表现。大量的

研究都证实了这种情绪一致性记忆（综述参见Blaney，1986；Isen，

1987；Singer & Salovey，1988）。

为了研究情绪对记忆的影响，研究者必须先让被试产生正性或者

负性情绪，然后测量记忆。在Eric Eich与其同事的一系列研究中，他

们让被试一边听愉快的音乐，一边想象愉快的事情；或者让被试一边

听悲伤的音乐，一边想象令其悲伤的事情（Eric，Macaulay，&

Ryan，1994）。被试一旦唤起了某种情绪，以听觉方式向他们呈现一

系列不带情感色彩的中性词，例如蜡烛、厨房，要求被试在听到每一



个单词时回忆以前的事情，并对每件事情进行详细的描述；继而评估

过去经历此件事情时其情绪的正性或负性程度。结果发现，实验所诱

发的情绪状态影响参与者回忆的事件的情绪色彩：体验到正性情绪的

个体所回忆出的大多是令其开心的事情，体验到负性情绪的个体所回

忆出的大多是伤感的事。其他的研究也发现，被试倾向于回忆与回忆

时情绪一致的事件。

上面提到的一系列研究中，记忆事件的情绪色彩是否真正受到情

绪的影响，这个问题尚存争议。因为在这类研究中，被试意识到他们

所参与的研究与情绪有关，在研究中他们的情绪受到监控，这可能使

他们猜到研究者的目的在于探索与情绪一致的记忆；另外，被试意识

到研究者鼓励他们在实验中回忆那些与即将体验的情绪相一致的念头

和想法。这些念头和想法可能会启动相关的信息，最后提高了某种情

绪一致性信息的回忆率。因此，上面的研究结果，也可以解释为需求

特征的影响，或者认知启动效应。然而，其实我们有理由相信，情绪

对记忆有影响；因为在一些采用更加巧妙的设计诱导被试产生某种情

绪的研究中（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排除任务要求或认知启动的影响）也

发现了情绪一致性记忆（综述参见Blaney，1986）。例如，在一项研

究中，通过令人愉快的或令人厌恶的气味来诱发相应的情绪

（Ehrlichman & Halpern，1988）。另一组研究中，研究者让被试控

制面部肌肉，微笑或皱眉，以诱发某种情绪（Laird，et al.，

1982）。在这些研究中，研究者的意图比较隐蔽，实验中诱发被试情

绪的程序也不可能启动相关的认知结构。采用这两种情绪诱导方法，

都发现了情绪一致性记忆现象。基于这些研究，该研究领域的一些文

献综述得出结论，认为情绪确实有助于与之一致的相关材料的回忆

（Blaney，1986；Fiske & Taylor，1991）。

在关于自然情绪对记忆影响的实验中也发现了情绪一致性回忆现

象。与非抑郁者相比，抑郁者在实验中回忆出较多的负性情绪事件，



较少的正性情绪事件，换言之，抑郁者表现出了情绪一致性记忆（综

述参见Blaney，1986）。另外，抑郁者与非抑郁者相比，在回忆中倾

向于回忆出更多令人沮丧的个人生活经历（综述参见Lewinsohn &

Rosenbaum，1987）。当然，抑郁者可能比其他人经历了更多负性情绪

事件，所以其回忆中有更多负性情绪事件。但是，有一项研究发现，

抑郁的心理状态确实使他们回忆出更多负性情绪事件（Lewinsohn &

Rosenbaum，1987）。在实验中，抑郁者回忆出更多有关父母情感拒绝

的内容。相反，那些曾患过抑郁症而在实验时情绪正常的被试，他们

的回忆中并没有出现过多遭受父母拒绝的内容，其回忆内容与从未患

抑郁症者的回忆内容没有差别。这一研究表明，抑郁症患者回忆的沮

丧事件取决于其抑郁情绪，而不是其他因素——一些当他们不再抑郁

时仍在起作用的持久因素。

虽然情绪会导致情绪一致性记忆，但是这一效应并不是绝对的。

有时候，当我们情绪恶劣时，我们会尝试想一些愉快的事情让自己高

兴起来；这种对情绪的调节会导致情绪不一致性效应，而不是情绪一

致性效应。许多研究确实发现了情绪不一致性回忆（例如，Parrot &

Sabini，1990）。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正性情绪引起的情绪一致性

记忆效应，大于负性情绪引起的情绪一致性记忆效应（Blaney，

1986）。一般情况下，我们从不会破坏自己的好心情，但是会积极调

节自己的负性情绪，这种调节效果可能会超过情绪一致性回忆。

情绪依存性记忆　情绪也能通过其他方式影响人的记忆，在某种

情绪下进行编码的事件，容易在同样的情绪状态下提取出来；这种记

忆就是情绪依存性记忆，它强调信息提取和编码时情绪的一致性。当

两种情况下的情绪一致时，不管事件本身的情感色彩如何，事件的回

忆率都会提高。例如，当你开心的时候，容易回忆以前拥有同样心情

时发生的事情，这些事件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情绪依存



性记忆与情绪一致性记忆的区别在于，后者促进对与情绪一致的事件

的记忆，而不管获得该事件时的情绪如何（Blaney，1986）。

情绪依存性记忆理论的发展历史非常曲折（Eich，1995）。在一

些临床研究和实验研究为情绪依存性记忆提供了丰富的证据后，我们

似乎有理由相信这一现象的真实性（Bower，1981）。但是，情绪依存

性记忆的研究难以重复，以至于有学者质疑之前的研究结果可能只是

偶然事件（Bower & Mayer，1989）。Eich及其同事考察了一些获得情

绪依存性记忆的重要情境，并且验证了确实存在这种记忆。在对有关

研究文献进行分析后，他们确定了一系列重要的获得情绪依存性记忆

的情境或实验条件（Eich，1995）：第一，信息提取时不使用外显的

提示语；第二，信息编码和提取时的情感体验都很强烈；第三，信息

属于人的内部心理活动（思想、感受、想象）而非外部事件。

一系列符合上述要求的研究都获得了情绪依存性记忆效应

（Eich，Macaulay，& Ryan，1994）。这些研究的第一步与情绪一致

性记忆研究相同：诱导被试产生积极情绪或消极情绪，当他们的情感

体验达到一定强度后，让他们根据中性提示语，产生一些自传体记

忆。两天后，再次诱导被试产生某种情绪，其中一半被试产生与第一

次相同的情绪体验，一半被试产生与第一次相反的情绪体验，然后让

他们尽可能多地回忆两天前有关自传体记忆的主要内容。通过对被试

回忆内容的分析，发现了情绪依存性记忆：无论被试回忆事件本身的

情感色彩如何，前后两次情感体验相同的被试，其回忆量高于前后两

次情绪体验不同的被试。例如，第一次产生愉快情绪、第二次产生悲

伤情绪的被试组，与两次都产生愉快情绪的被试组相比，无论是对正

性事件的回忆，还是对负性事件的回忆，后一组的成绩都优于前一

组。



综上所述，当我们心情愉悦时，倾向于回忆那些令人情绪愉快的

事情（情绪一致性记忆），以及以前在令人愉快的情境下发生的事情

（情绪依存性记忆）。其他情绪，如悲伤、焦虑也会对记忆产生同样

的影响。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上述两种与情绪有关的记忆现象是并

存的。当我们心情愉快时，一般会经历令人愉快的事件；在未来某一

天，当我们心情愉快时，我们曾经历过的愉快事件就容易回忆出来。

两方面的原因都有助于提高愉快事件的回忆率，其一，该事件的情感

色彩与当前情绪色彩一致；其二，提取该事件时的情绪与经历该事件

时的情绪相似。

情绪是如何对记忆产生影响的呢？很多学者认为，我们记忆中储

存的知识像一个网状结构，通过概念结点相连，概念的激活可以从一

个结点向另一个与之相连的结点扩散（例如，Anderson，1983；

Collins & Loftus，1975；参见第2章）。Bower（1981）提出，情绪

在记忆中也可能表征为类似的网状结构，令人愉快的事件与愉快的结

点相连，令人悲伤的事件与悲伤的结点相连，即人们经历某种情绪色

彩事件，该事件与相应的情绪结点联系在一起。当你心情愉快时，它

就会通过愉快情绪结点激活与愉快情绪体验有关的事件，而这些事件

激活程度的提高，增加了对这些事件提取的成功率。图5.2描述了记忆

中表征情绪的网状结构。值得说明的是，愉快与悲伤情绪不仅与相关

的事件存在联系，它们本身也存在许多语义联结。例如，快乐与鲜

花、假期有语义联结；悲伤与眼泪、抛弃有语义联结；情绪也会激活

与之相联的语义网络结点（参见第6章和第7章）。



图5.2　以快乐和悲伤为例描述回忆时的情绪与所回忆事件的情绪色彩间的网状联

系，以及回忆时的情绪与所回忆事件发生情境的情绪色彩间的联系；图中第一行还

描述了与某种情绪有语义联结的事物。两种情绪相互抑制，其他联系则是相互激活

的。

情感网络结构理论一直是解释情绪影响记忆的主要理论

（Blaney，1986；Singer & Salovey，1988），也有些人质疑这种解

释的合理性，尤其是用来解释情绪依存性记忆（Bower & Mayer，

1989）。但是，到目前为止，情感网络结构理论仍是最合适的解释。

有学者提出，如果将动机对回忆产生的影响加入到情感网络结构理论

中去，该理论就可以更加完善，能够解释更多的心理现象（Blaney，

1986；Singer & Salovey，1988）。根据表征的并行加工理论，也可

以推测情绪不但可以激活与情绪一致事件的记忆，还可以抑制与情绪

不一致事件和不一致情绪的记忆（例如，Kunda & Thagard，1996；

Rumelhart & McClelland，1986；参见第2章）。

虽然情绪对记忆产生影响的原因尚不十分明确，但情绪对记忆存

在影响是确定无疑的。人们对自己伴侣的回忆，既不像刚经过一个浪

漫之夜后那么浪漫，也不像刚打架后那么糟糕。尽量不要在自己情绪

激动时依据当时的记忆做出重要的决定；人们在情绪相对平静时回忆

的真实性会更高一些。



总之，在对过去事情进行提取时，要经历一个重构的过程，这个

过程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期望、信念、目标以及事件发生时的情绪

和提取信息时的情绪，这些因素会使我们的回忆产生某种系统的偏

差。另外，我们记忆内容源自何处，这种信念也是重构的过程，也会

导致记忆的偏差。所以，当我们想到某个知识或信息时，我们可能会

弄不清，它是我们经历过的，还只是我们想象出来的，下面将讨论这

个问题。

来源记忆

区分现实和想象

请你花点时间回忆一下，某次比较特别的图书馆之行。如果让你

回答你怎么知道你所回忆的事情确实发生过，而不是想象的事情，你

可能觉得这个问题有点莫名其妙。因为我们回忆的事件非常明确，我

们从不会怀疑其真实性，也从没有考虑过自己所回忆的事件源自何

处。但是，正如记忆的其他方面一样，对回忆事件真实性的信念也是

一个建构的过程，并不十分可靠。要区分回忆中的现实成分与想象成

分，我们必须诉诸于我们记忆中的知觉成分、有关事件可能性的广阔

理论和背景知识（综述参见Johnson， Hashtrodi & Lindsay，

1993）。与凭空想象的事件相比，在对真实事件的记忆中，有更多的

时间、空间特征（到图书馆的时间，到哪一楼层）、感觉特征（你当

时所穿衣服的颜色）、细节信息（你借阅了哪几本书，当时还有哪些

人在场，图书管理员说了些什么）、情绪信息（排着长队借书时的烦

躁和无奈情绪）。另外，你有一些证据支持你的记忆（那天借来的书

还在你手里），并且，其他人可以证明事件确实发生过（你的一个朋

友记得那天与你一同去了图书馆）。我们根据这些线索，将回忆中真

实的事件与想象的事件区分开来。我们也可以依靠我们的推理能力进



行判断：如果回忆中包含一些不合乎逻辑的事件（书架上的书主动与

你打招呼），你就可以断定该事件只是凭空想象的结果，而不是实际

发生过的事件；相反，如果事件前后连贯、合乎逻辑，你可以认为回

忆是准确的（Ross，Buehler，& Karr，1988）。

由于我们需要根据上面所述的那些线索建构关于（回忆）事件的

真实性，如果有些线索误导了我们，我们就会混淆真实事件与想象事

件。那些想象事件的内容越丰富，细节越完善，我们就越有可能产生

混淆。Marcia Johnson及其同事对（回忆）真实性监控进行了一系列

研究，他们的研究支持上述观点。例如，在其中一项研究中，让被试

看几次普通物体的照片（Johnson et al.，1979），或者让他们想象

其中一个物体的图片（实验中并未呈现该物体）。研究者操纵呈现图

片的次数和被试想象图片的次数，出乎意料的是，不要求被试回忆图

片内容，而让他们回忆每张图片呈现的次数。尽管实验中要求被试忽

略想象图片的次数，实验结果却发现，对某物体想象的次数越多，被

试越倾向于认为看到过此物体。很明显，被试将一些想象中出现的事

物错误地判断为真实出现过的事物。另外，被试的视觉想象能力越

好，就越有可能将想象中出现过的事物错误地判断为真实出现过的事

物；这可能是因为，被试视觉想象能力越好，其想象物体的细节就越

多、图像就越丰富，也就越接近于真实呈现的物体画面。

回忆时，混淆现实事件与想象事件，是日常生活中真实性监控失

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如果你曾经想象过向你心爱的人讲述一桩离奇事

件，一段时间后，你很难确定自己是否向他说过那件事。你可能发现

自己有时候重复讲述同样一件事情；而有时却从未向他讲起过那件

事。如果你想象与陌生人交谈，回忆时的情况就不同了，你不太可能

将想象的事件与真实事件混淆起来，因为这种想象的真实性受到了限

制（你很清楚地知道你从未与美国总统会晤过）。



一些关于真实性监控的研究，可以用来解释人们为什么在尚未获

得客观证据的情况下仍然存在某些刻板印象。我们可能会想象某类人

存在一些刻板行为，然后把这些想象的事情当做真实的事情。假如一

个白人男子在漆黑的夜晚穿过黑人街区，他可能会胡思乱想，那些在

此居住的黑人会袭击偶然经过此地的白人，想象着向他走来的每个人

都可能抢劫他；一段时间过后，他会误将那些想象的事情当做现实。

即使白人安全地走过黑人街区，这一事件本来应该减弱黑人都是罪犯

这种刻板印象，事实上，反而会强化他的这种刻板印象。

Morgan Slusher和Craig Anderson的研究发现，刻板印象确实能

引导我们想象出一些刻板行为，随后将这些想象的行为当做事实

（Slusher & Anderson，1987）。在研究中，给被试呈现一系列描述

不同职业的人从事某种活动的句子，其中有些句子的描述带有明显的

刻板色彩，例如：“亚瑟是一个富有的律师，他正在自家的游泳池里

游泳。”这句话印证了律师都很有钱的刻板印象。其他被试阅读另一

些句子，在这些话里并未直接出现某些刻板印象的特点，但是被试可

以想象出这些刻板印象的特点。例如，“律师约翰站在他家房门

前”，当人们读到这句话时，可能会想象那是一栋位于富人区的豪

宅。研究发现，被试想象出来的有关富有的信息，被其错误地认为在

句子中真正提到过。读过律师站在他家门前这一句子的被试，会更加

相信句子中提到律师很富有。重要的是，这种错误记忆的现象只发生

于那些具有刻板印象的特性。如果让被试阅读牧师站在他家门前这一

句子，并不会提高将牧师判断为富翁的可能性，因为这个句子并不会

使被试想到牧师很富有，然后误认为句子中提到了一位富有的牧师。

大量研究发现，如果我们经历的事件与我们想象的事件相似，而

且这些事件与我们个人生活关系不大时，我们经常会在现实和想象之

间发生混淆。那么，这些发现对我们日常生活的记忆有什么启示呢？

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能够将想象中可能发生的那些复杂、详细的事



件，当做真正发生过的事件吗？关于暗示的研究提示我们，这种错误

的记忆确实会发生，下面将讨论这个问题。

暗示和虚假记忆　著名的发展心理学家皮亚杰曾生动地回忆过他

两岁时差点被绑架的事件（Piaget，1962），他能够清楚地回忆奶妈

是如何勇敢地拦住绑架者，以及留在奶妈脸上的伤痕。但是，在他15

岁的那年，奶妈承认那件事情完全是她编造出来的。尽管他能够栩栩

如生地回忆那件事，但是，那件事情根本没有发生过，他的回忆一定

是虚构的。我们不难发现，像这样的轶事中存在一些虚假的记忆。此

外，那些所谓被外星人绑架的回忆、自己出生后第一个月所经历事情

的回忆以及对前世的回忆等等，也许是人们所持有的虚假记忆，值得

怀疑（综述参见Schacter，1996）。Elizabeth Loftus及其同事探讨

了是否可以给普通人的头脑中植入一些虚假记忆（Loftus，Feldman，

& Dashiell，1995）。

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招募了一些为人可靠的人，使其想办法让

自己家庭中的某位成员（被试）相信，在他们5岁的时候曾经走失过一

段时间（Loftus & Coan，in press）；其中有4名被试报告他们记得

这件虚构的事情。例如，一名14岁的被试叫克里丝，他的哥哥让他相

信他在5岁时曾在商场走失，被一个老爷爷找到了。克里丝后来报告

说，他记得那个老爷爷的长相、穿着以及他们全家团聚后妈妈说的

话。但是，由于这个实验的被试人数太少，只能说明人们可能会被误

导，将一些未发生的事情当做事实。此外，这个实验中的被试也可能

是将曾经经历过的一些事件的片断拼凑起来，从而与实验中所虚构的

事情发生混淆。例如，克里丝在童年时很可能曾经走失过。但是，其

他研究者的研究可以说明，确实存在这种虚假的记忆。

在一项研究中，请大学生的父母提供他们的孩子在小时候经历过

的一些事件（Hyman，Husband & Billings，1995）；然后，针对大学



生父母提供的一些真实事件的回忆，以及一些虚构事件的回忆（例

如，5岁时的前一天晚上住院），让大学生询问其父母。当大学生第一

次询问那些编造的事件时，他们的父母都答不上来。但是，过了1~7天

后，当大学生再次就那些虚构的事件询问其父母时，20%的父母能够回

忆出一些虚构事件的情节。之所以出现这种结果，可能是因为他们的

父母将第一次被问到的那些虚构事件的想法和感受当成真正发生过的

事件。总之，尽管此实验中的大多数被试未产生虚假的记忆，但是，

还是有少数被试产生了虚假的记忆。后续研究发现，如果要求被试通

过想象去虚构一些事件，他们就更容易产生虚假的记忆，尤其是那些

想象力丰富的被试，更易产生虚假的记忆（综述参见Schacter，

1996）。这项研究结果，与我们前面提到的记忆真实性监控研究结果

一致；也就是说，当想象事件的细节越丰富，与真实事件越相像，记

忆就越易产生混淆（Johnson，Hashtroudi，& Lindsay，1993）。

对于人们是否具有虚假记忆，心理学界存在着激烈的争论；能否

将虚假的记忆植入他人的头脑中，更是涉及心理学研究在社会公共领

域中具有争议的一个热点问题。例如，一些人是否可能拥有童年期受

虐待的虚假记忆，这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在过去的十多年时间

里，许多成年妇女在心理治疗过程中，就像得流行病一样，都回忆起

她们在幼年时受到父亲或某个近亲的性虐待。但是，那些所谓的虐待

者却坚决否认这种指控。这些成千上万的性虐待案例都是事实吗？或

者，是否有可能其中的一部分回忆只是虚假的记忆？

对此问题的争论因双方的情绪化而愈加激烈。受到童年虐待的一

些人抗议和围堵记忆研究者Elizabeth Loftus参加的科学团体

（Schacter，1995）。他们认为，Loftus发现的少数虚假记忆，可能

会导致别人视其痛苦经历为虚构；同时他们非常担心，这会增加虐待

犯罪者辩护的砝码，减少受害者控告的砝码。同样，受到控告的父

母，因为感到被错误地控告而痛苦万分。这种控告能让家庭关系完全



破裂，使受控告者的名誉彻底毁坏。1992年，为了反击那些受虐待的

虚假记忆，一些受到控告的父母，联合一些记忆专家，成立了虚假记

忆综合症基金会，专门负责收集和宣传有关虚假记忆方面的科学信

息，并且帮助那些自认为无辜的受指控的父母，很多著名的心理学家

是这个基金会的顾问（Freyd，1998）。

那些认为童年期性虐待可能源于虚假记忆的心理学家，同时也谨

慎地强调，儿童受虐待确实是一个切实存在、并且日趋普遍的问题。

许多曾被遗忘，后来又被恢复的记忆证明是准确的；人们似乎找不出

太多理由怀疑这类关于童年受虐待的回忆。我认为，任何严肃的学者

都应该希望将这种虐待事件的发生次数、严重程度及灾难性后果降低

到最低程度。但是，这种受虐待的回忆可能是虚假的记忆，这又令许

多人不知所措；那么这类虚假记忆的证据何在呢？

从一些相关研究中可以得出一些结论（Schacter，1996；Bowers

& Farvolden，1996；Brandon et al.，1998）。虽然有一些令人吃惊

的案例研究，但是，并没有直接的严格的实验证据可以证明，这类受

到性虐待的虚假记忆，能够通过心理治疗或者其他方式植入被试头脑

中。受研究伦理的限制，也不可能有这样的直接证据。但是，有理由

相信，某些咨询师可能引发了来访者产生虚假的记忆。许多研究证据

支持上述观点。有关记忆研究发现，一些创伤性较小的虚假记忆可以

植入被试头脑中。这提示，人们也有可能拥有受性虐待的虚假记忆。

在心理治疗过程中恢复的记忆尤其值得怀疑，因为许多心理治疗师采

用那些容易引起虚假记忆的治疗技术。其中，心理治疗师经常使用的

一种叫指导性想象的技术，即心理治疗师指导来访者想象他可能受到

的某种虐待事件，以及事件的细节。前面有关记忆的真实性监控部分

已经提到，在被试进行生动想象后，很难将想象和事实区分开。事实

上，这种技术确实引发过来访者产生某些在现实生活中不太可能发生

的关于过去生活的奇怪的记忆，以及遭遇外星人绑架的记忆。另外，



许多曾经回忆其遭受过虐待的人，已经撤销了对虐待嫌疑人的控告；

转而开始相信心理治疗师误导他们，致使其产生了虚假的记忆。当一

个人先前回忆受到过虐待，其后又回忆没有受过虐待，人们很难分辨

哪种回忆反映了真实的情况。但是，此类撤诉事件的增加，至少可以

说明，当人们先前回忆说受到虐待，后来又收回这种回忆时，其受到

虐待的记忆为虚假记忆的可能性提高了。

如果一个人相信某些恢复的记忆是真实的，而另一些恢复的记忆

是虚构的，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根据什么标准能够区分出真实的记忆

与虚假记忆呢？令人沮丧的是，现在还没有一个好的答案，人们还没

有找到辨别记忆真实性的“石蕊试纸”。我们确实可以依赖一些标准

区分真实记忆与虚假记忆，比如：回忆内容的丰富性、事件细节、事

件发生的可能性以及与他人回忆间的一致性。但是，这些标准并不能

确保我们成功地辨别回忆内容的真实性（Ross，1997）。如果一个女

子坚持说她想起了她父亲虐待她的事情，而她的父亲却坚决否认这项

指控。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很难断定在这个痛苦的家庭里究竟发生了

什么事情。

对于是否相信这种恢复出来的记忆是真实的，北美的法律体制经

历了一次转变。当20世纪80年代第一次出现由虚假记忆引发的案件

时，虚假记忆内容被当做判刑的充足证据。1994年，一个加拿大男子

被判入狱6年，因为他的女儿在心理治疗过程中，回忆起从她18个月大

起，她的父亲就对她进行性虐待、并毒打她（《环球邮报》，1997年

11月6日）。当法官们逐渐认识到，恢复出来的记忆可能是虚假记忆

后，法院在没有掌握其他证据的情况下，难以仅凭恢复出来的记忆判

定某人有罪。在加拿大，刑法律师协会主席曾经要求司法部长重新审

查根据恢复出来的记忆判定某人有罪的所有案件（迄今为止，司法部

长拒绝做此事；《环球邮报》，1998年5月9日）。



法庭也开始接受这样的观点：从事心理健康工作的专业人员，如

果诱导其病人恢复记忆，则被视为职业行为不当，可判定其有罪。

1997年，一个女子控告她的治疗师向她灌输谋杀、恶魔崇拜及自相残

杀等记忆，并因此获赔580万美元（《环球邮报》，1997年11月6

日）。有几起控诉心理治疗师的案件都在庭外和解了。到目前为止，

庭外和解涉及的最高赔偿金额是1060万美元，上述诉讼案于1997年宣

判，原告指控芝加哥某医院给她进行精神治疗的医生在对她进行精神

治疗的过程中，诱导她产生虚假记忆，这些虚假记忆的内容包括：她

是一个恶魔崇拜者，曾经受到几个男人的性侵害，并且虐待过她自己

的两个儿子。另一个虚假记忆案件发生在密苏里州，被告方是一个教

堂的顾问，一个受害的妇女指控，在他的指导下，她产生了虚假的记

忆，恢复出来的记忆内容涉及该妇女曾经被她的父亲强奸，并致其怀

孕，之后其父强行让她堕胎。在这个案件中，所谓恢复出来的记忆可

以完全被否定。事实上，那个妇女仍然是一个处女，而且她的父亲早

已进行了输精管结扎。最后，原告获赔100万美元（详情及类似的案件

报道可参见《纽约时报》，1997年11月6日）。法律上的这种进步，反

映了认知心理学家和临床心理咨询师对虚假记忆的认识越来越一致，

尤其是那种在治疗过程中产生的记忆，极有可能是虚假的（例如

Brandon et al.，1998）。

在这一部分，我主要讨论了人们如何监控自己记忆的真实性，以

及这个监控过程是如何出错的。下面将主要讨论对外部信息源的监

控，对外部信息源的监控如同记忆真实性监控一样，也不完善，就像

闪光灯记忆一样，我们有时会忘记首次获取信息时的环境。

外部信息源监控



1980年，Ronald Reagan在总统竞选过程中，曾在CBS的节目《60

分钟》里讲述了一个发生于二战期间的美国飞行英雄的动人故事。虽

然Reagan把那件事当做真实事件来讲述，但是其中的很多内容与20世

纪40年代上映的一部影片很相似（Johnson et al.，1993）。看上

去，他对此次事件的记忆很准确，但实际上他弄错了记忆信息的来

源。这种记忆信息来源的混淆现象，在年老人中较普遍，但年轻人也

会出现类似的错误（综述参见Johnson et al.，1993）。在我们的日

常生活中，你可能认为曾经从爸爸那里听到了某条新闻，其实，你是

从妈妈那里听到的；你可能把从权威报纸上看到的消息，误记为从杂

货店小报上看到的；你也有可能认为自己想到了一条很妙的主意，其

实，这个主意是你从别人那里听来的。如同记忆的真实性监控一样，

当两个信息源之间越来越相似时，对外部信息源的监控就越有可能发

生故障。

1997年美国最高法庭上坐着九名法官，其中有两名女法官——

Ruth Bader Ginsburg和Sandra Day O’Conner。法官Ginsburg在那年

两次开玩笑地指出，一些著名的律师，在法庭上回答她的提问时，都

说：“嗯，O’Conner法官……”（《纽约时报》，1997年10月5

日）。可以肯定地说，出现这种混淆的原因是这两位法官都为女性，

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在回忆法庭上法官们的提问记录时，会将其

中一名法官的陈述与其他法官的陈述混淆。Shelley Taylor和同事首

创了一种巧妙的实验技术，他们采用这种实验技术之后发现，如果两

个人属于同一个社会群体，别人就很容易将其中一个人陈述的观点，

当做另外一个人的观点（Taylor et al.，1978）。

实验是这样进行的：让被试听三个白人与三个黑人之间进行的辩

论，在听某个人的辩论发言时，他的照片也会投影到屏幕上。但是其

声音和照片之间的配对是变化的，即在不同的实验条件下，同一个声

音可能与不同的照片进行配对。随后，给被试一页纸，上面贴有所有



辩论者的照片，以及那些辩论者在辩论中提出的一系列建议。要求被

试回忆每个建议是由哪位辩论者提出来的。结果发现，被试会将一个

人的陈述当做另一个的陈述，这种错误的判断，发生在同一种族辩论

者内的概率大于发生在不同种族辩论者之间的概率。这一结果清楚地

说明，当两个人看起来很相似时，我们会将一个人所说的话，错误地

当做另一个人所说的话。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们觉得两个人相似，并导致我们出现这种记

忆的错误呢？回忆前面提到的，我们对世界的基本看法，决定着我们

对事物的分类（Murphy & Medin，1985；参见第2章），因此，记忆中

信息来源的混淆，不仅可以由来源间的客观相似性所引起，这种相似

性对我们来说具有多大意义和多大价值，也是一个引起记忆信息来源

混淆的重要因素。Charles Stangor与她的同事，采用Taylor等人的实

验方法，发现了这种记忆信息来源的混淆现象（Stangor et al.，

1992）。同前面的研究结果相同，被试倾向于将一个人的观点误认为

是另外一个同种族人的观点；人们很少将一个白人的观点误记成黑人

的观点。被试发生记忆信息来源的混淆，不太可能由被试所穿衣服的

颜色所引起；穿同样颜色衣服的人之间发生回忆混淆的可能性，不会

高于穿不同颜色衣服的人。很显然，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根据其肤

色将人进行分类比根据衣服的颜色对其进行分类更有意义。一旦我们

将一些人归为同一类，进行回忆时，就容易将他们所说的话混淆。

事物的某些维度在平时不会成为事物分类的标准，但在某种情况

下却会对事物的分类具有意义，因而造成记忆信息来源的混淆。

Stangor及其同事们（1992）发现，在正常情况下，我们不会将某个人

的陈述错误地当做与其穿着相同的另一个人的陈述。但是，如果要求

人们选择哪个人能成为媒体代言人，着装风格就会成为一个非常有意

义的选择标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很容易在两个穿着相同的人之间

发生记忆的混淆。



事物的不同维度对不同的个体具有不同的意义，所以，不同的个

体也因为事物的不同维度产生记忆信息来源的混淆。如果一个人认为

根据种族对人类进行分类更具意义，那么他就更容易在同种族内发生

记忆信息来源的混淆。在另一项研究中，Stangor和她的同事发现，具

有高种族偏见的人，更可能在同种族的个体间发生信息的混淆；但

是，基本上不抱种族偏见的人，在两个黑人个体之间发生的信息混

淆，不会多于在两个不同肤色个体之间发生的信息混淆。具有高种族

偏见的人，在其记忆里，通常将某个黑人表征为“黑人”，而不会表

征为某个具体的人。他们特别容易在黑人个体间发生信息的混淆，其

原因是，相对于把白人和黑人弄混，他们更可能把一个黑人认作另一

个黑人。

忘记了谁说了一些什么，这是一种对外部信息来源监控失败的形

式。另外一种形式的记忆监控障碍，是我们忘记了信息来自于何处，

而这将影响我们最初对该信息做出的反应。例如，我们可能忘记了我

们最初曾怀疑某信息的可信性，下面将讨论这个问题。

睡眠者效应　想象有一家烟草公司的代言人宣称：大量证据表

明，抽烟既不会损害身体，也不会让人成瘾。假设你对这个代言人的

观点有兴趣，但你觉得这个观点的可信度很低，你对抽烟的态度就不

会改变。几周后，当跟朋友谈论抽烟时，你可能回忆不起在哪里听到

过这个观点。如果你完全不记得这个代言人的观点不值得相信，在这

种情况下，你可能会受到代言人所说观点的影响。与你完全没有听过

此观点相比，你现在对抽烟持更加肯定的态度。像这种不能让人相信

的信息，在开始不能改变人们的态度，但过了一段时间后，能够改变

人们的态度的现象，社会心理学家称之为睡眠者效应（sleeper

effect）。大部分学者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由于信息内容本身与

使得此信息不值得信任的信息之间发生了脱节的缘故，这也是一种信



息源监控失败的表现（例如，Hovland，Janis，& Kelley，1953；综

述参见 Eagly & Chaiken，1993）。

关于睡眠者效应的研究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Eagly &

Chaiken，1993）。20世纪50年代提出睡眠者效应后，这一效应得到了

普遍的认同。然而，这一现象的实验证据并不充分。由于连续七个研

究都未发现这一现象，Gillig和Greenwald（1974）提出，是到了让睡

眠者效应“沉睡”的时候了（p.132）。但是，Gruder及其同事对其观

点提出了挑战。Gruder等人认为，睡眠者效应的获得需要满足一些重

要的实验条件，然而，Gillig和Greenwald的实验研究并未满足这些条

件（Gruder et al.，1978）。获得睡眠者效应的主要实验条件包括，

第一，信息的交流要有效，这样才能保证被试在忘记了原先的信息不

值得相信之后，此次信息交流的内容对自己的态度或行为产生影响；

第二，证明原先信息不值得相信的新信息也需要有说服力；最后，在

获得该信息的一段恰当时间后，对态度进行测量，这段间隔时间足以

让信息的内容本身与不值得相信这一信息的信息出现分离，但是又不

能太长，以免信息内容本身被遗忘。Gruder等人的研究发现，在满足

上述条件的基础上，可以获得睡眠者效应；如果不能满足上述条件，

则得不到此效应。

Gruder等人的一项研究满足产生睡眠者效应的实验条件。实验要

求被试阅读一篇一千字左右的文章，该文章反对每周四天工作制

（Gruder et al.，1978）。编辑在文章末尾附有评论，其中包括该文

不值得相信的有关信息。评论说，虽然这篇文章即将发表，但是，最

近大量研究表明该文章的结论是错误的。研究结果发现，该文章中讨

论的内容在被试刚读完文章时，几乎没有引起被试的态度改变；此

时，编辑提供的反对信息成功地削弱了原文的影响力。但是，五六周

之后，阅读过该文章的被试对文章中所述观点的认同度高于未读该文



章的人。实验中发现的是真正的睡眠者效应：即文章在经过一段时间

后，其影响力大于当时的影响力。

Pratkanis等人十年后在同样条件下进行实验，也发现了睡眠者效

应（Pratkanis et al.，1988）。但是，在另一种实验条件下，那些

指出该文不值得相信的信息先于文章内容本身呈现给被试时，研究中

没有获得睡眠者效应。在这种实验条件下，由于一开始我们就不相信

该信息，这就减少了出现睡眠者效应的可能性。Pratkanis等人综合这

项研究以及其他16项采用其他方法的研究结果后认为，睡眠者效应产

生的机制，可能并不是因为信息内容本身与使得该信息不值得相信的

信息之间出现了分离，而是使得该信息不值得相信的信息遗忘得更

快。但是，有学者对Pratkanis等人的观点提出质疑，他们指出，这16

项研究中，适当的延迟时间这项基本要求并没有得到满足。在这些研

究中，在提供不值得相信的信息后一个短暂的时间内，就进行了睡眠

者效应的检验（Eagly & Chaiken，1993）。

现在，我们仍然不清楚睡眠者效应产生的真正机制，但是，无论

是由于信息内容本身与使得该信息不值得相信的信息之间出现了分

离，还是由于不可信信息的快速遗忘，都是信息源监控的失败。我们

记得信息本身，此时却忘记了该信息不值得相信（我们最初并不相信

该信息），由于这种信息源监控的失败，原先被认为毫无价值的信

息，经过一段时间后，能够误导我们的判断。

总之，虽然我们的有些记忆能够比较准确地描述现实事件，但是

有些记忆却并不准确。有时候，我们可能记错以前事件的一些细节，

可能错误地回忆对过去事件的期望，可能在回忆自己及他人的行为及

态度时出现系统的偏差，或者可能错误地回忆了信息的来源。不幸的

是，并没有简单有效的线索来保证进入记忆的信息和从记忆中提取的

信息是准确的。因此，无论我们的记忆看起来多么的真实，我们都不



要轻易下结论说我们和别人的记忆准确无误。当我们需要根据我们记

忆的信息做出重要决定时，最好收集一些旁证，以确定回忆信息的准

确性。

总结

事件发生时，我们的心理状态会影响我们对信息的编码方式，从

而影响其后对该信息的记忆方式。我们对他人的期望能够影响我们对

他人的行为和品质的加工方式，从而决定了我们今后对其行为和品质

的回忆。在回忆时，那些与我们的期望一致和不一致的事件都有较高

的回忆率，而与我们的期望无关的事件，回忆率则较低。我们与他人

交往时所持的目标影响我们对他人信息的注意和加工方式，进而影响

我们对此次交往的记忆。如果我们具有对他人形成一个印象的动机，

我们就能较好地回忆与此人交往的事情。对我们的个人生活具有重要

意义的事件，我们常常能更好地记住它们。

我们提取事件信息时的心理状态同样会影响我们对事件的记忆方

式。在对别人的行为进行回忆时，我们可能回忆出（相对于实际情

况）更多的、与我们当前期望一致的行为。对我们过去的行为反应进

行回忆时，会受到我们关于反应稳定性内隐观的影响；如果这种内隐

观有误，我们的记忆就会受其影响从而产生系统的偏差。如果我们高

估了自己的稳定性，就会导致我们的记忆夸大自己过去的偏好与现在

偏好的相似程度。反之，如果我们高估了自己的变化性，就会导致我

们的记忆夸大自己过去的偏好与现在偏好的差异程度。当我们已经了

解事件发生的经过后，我们当前的这些知识就会影响我们从前对该事

件期望的记忆；这就会导致后视偏见：一旦我们知道某件事情已经发

生了，我们就会认为此事必然会发生，而且我们早就知道这一点。我

们当前的目标也会影响我们的记忆，我们倾向于回忆出那些支持我们

结论的一些事件。我们当前的情绪也会影响我们能回忆出什么样的事



件。例如，如果我们高兴，我们更有可能回忆那些高兴的事件（情绪

一致性记忆），也更有可能回忆我们过去高兴时经历过的一些事件

（情绪依存性记忆）。

我们对记忆信息来源的信念也会导致偏差。我们依靠回忆的生动

性、细节和可能性等线索来判断我们记忆的事件是真实的，还是想象

出来的。如果这些线索出现了误差，我们就会在真实事件与想象事件

之间出现混淆。有时我们也会忘记我们当前的知识来自于何处，所以

我们会将一个人所说的话当作另一个人所说的话。这两个人越相似，

这种混淆就越有可能发生。我们也会开始赞成那些我们最初并不相信

的观点，这种情况发生在我们记住了那些观点本身，却忘记了我们曾

经有充足的理由不相信那些观点。

第6章　暖认知：动机和情感对判断的影

响

前面几章的许多讨论都涉及我们表征、推理和提取社会知识的方

式。这些相对较为理智的、信息驱动的加工有时被称为“冷”认知，

主要是为了把它们同那些更具动机性、更具情感色彩的“暖”认知加

工区分开来。暖认知是指那些受我们愿望和情感驱动的心理加工——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目标和情绪会使我们的判断出现偏差。直到20

世纪80年代后期，很多人仍然怀疑暖认知的存在，更偏向于根据信息

加工的冷机制来解释那些看似暖的现象。最近大量的证据已经消除了

这种疑虑，对于动机和情感能够而且确实影响人的判断的问题，正在

形成一致的意见（Dunning，in press；Gollwitzer & Moskowitz，

1996；Forgas，1995；Kruglanski，1996；Kunda，1990）。



在这一章，我将提供暖认知存在的证据，表明我们的判断是如何

受到目标和情绪影响的，并将讨论这些影响的机制。我认为，动机和

情感对判断的影响，是通过影响形成判断过程中的认知加工来实现

的。动机和情感可能影响运用于一个判断的概念、信念和规则；我们

特别喜欢运用那些与目标和情绪一致的概念、信念和规则。动机和情

感也影响我们信息加工的方式，决定是运用快速、容易的推理捷径，

还是运用那些精细、系统的推理方式。

动机

指向性目标

我母亲在其成年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个烟瘾很大的人。作

为一个年轻的女性，即使在三次怀孕期间，她仍然大量地吸烟（那时

人们通常不知道吸烟对胎儿是有害的）。多年以后，在阅读一篇有关

怀孕期间吸烟对胎儿影响的文章时，她大声地说：“这篇文章简直是

胡说八道。它说如果在怀孕期间吸烟，你的孩子会个子矮小。看看我

的这些‘矮小的’孩子们！”（我的两个兄弟身高大约都有1米9）。

我也读过这篇文章，忍不住指出道：“它也说在怀孕期间吸烟会引起

孩子的肺部问题”。我提醒她，我的两个兄弟在童年时一直患有支气

管炎，说明这篇文章讲的是有一定道理的。“唉，算啦，”她反驳

道，“这只不过是两个人的样本。”

在我的研究生涯中，我用大量的精力去证实这种动机性推理并不

只出现在我母亲身上；有时，我们所有人都只相信那些自己想相信的

东西，因为想要相信它（Kunda，1987，1990）。指向性目标

（directional goal）是指达到某个特定结论的目标，它会使我们的

判断出现偏差。你可能认为这种观点是不证自明的。确实，你可能已

经在你自己母亲或朋友的身上（尽管最不可能是在你自己身上）观察



到这些偏差。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情人眼里出西施”，孩子在母亲

眼里是完美的。争论过程中的每一方，都真切地相信对方是错误的，

我们对此丝毫不感到奇怪。我们不相信那些“雇佣枪手”的判断，他

们得出某种结论时会带来一些既得利益。然而，尽管愿望会使判断出

现偏差这个观点在我们的文化中是有牢固基础的，但这个问题在社会

心理学中却有相当大的争议。

偏差的动机与认知解释

设想下面的研究：先对一所著名大学的大学生进行一次简单的智

力测验，随后向其提供关于其测验成绩的虚假反馈：告诉其中一半的

学生他们表现优秀，告诉另一半学生他们表现不好。然后，要求所有

的学生评价这个测验的效度，也就是评价它作为一个智力测量工具的

好坏程度。果然不出意料，那些被告知表现优秀的学生认为，这个测

验是很好的，而那些被告知表现不好的学生则认为，这个测验存在很

多问题。我们能否把对这个测验的不同评价归因于两个群体的不同动

机呢？答案是肯定的。那些被告知表现优秀的学生更倾向于相信测验

是有效度的，因为如果这个测验是有效度的，那么优秀的测验结果就

证明他们真的是聪明的，这是一个令人非常喜欢的结果。反之，那些

被告知表现不好的学生更愿意相信这个测验是没有效度的，因为如果

测验没有效度，那么他们不好的表现就并不必然意味着自己是智力低

下的。这种维持和提高个人自尊的动机，导致在个个测验中表现好的

人相信这个测验，而那些失败的人则不相信这个测验。这些愿望导致

两个组对这个测验的评价很不相同。

但是，我们能否把那些表现优异的人与那些表现不好的人在评价

这个测验时表现出的差异归因于其他非动机性因素呢？答案当然也是

肯定的。一般来说，那些在一流大学就读的学生，都有优异学业表现



的历史。每个学生都经历了不计其数的考试，考虑到优异的学业记

录，所有的学生都有强有力的理由预期他们在智力测验中会有好的表

现。即使与这件事没有利益关系的人，比如你和我，也可能对他们有

着同样的预期。当一部分学生得知自己表现优异时，这只是更加证实

了他们对自己的看法而已。这次测验提供了合理的结果，因此它看来

是有效的。而那些被告知在测验中表现不好的学生，这一结果显然与

他们心目中的预期相违背。他们无疑会认为这次简单的智力测验不可

能比那些多年来表明他们学业表现优秀的测验能提供更好的智力测

量。因此，对于这部分学生来说，得出这个测验是没有效度的结论似

乎也是合理的。在运用这种方式时，我们用纯粹的认知术语解释了两

个小组对测验的不同评价，完全没有引入动机的因素。这两个小组对

测验的不同评价，不是因为他们有动机去证实他们成功的合理性和失

败的无效性，而是因为考虑到他们的预期，成功似乎是合理的，而失

败似乎是不合理的。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和80年代早期，几个理论家对那些试图证明

动机性推理的文献做了评论，得到了相同的结论：所有相关的实验结

果都可以用纯认知的术语加以解释，而不必引入动机（Miller &

M.Ross ， 1975；Nisbett & L.Ross ， 1980；Tetlock & Levi ，

1982）。例如，一系列研究表明，人们对他们的成功负责，把成功归

因于他们自己，而否认对失败负责，把失败归因于外在因素，如运气

不好或任务太难。尽管这些结果可解释为人们会倾向于从最好的角度

看自己，但评论者们指出，它们也可以归因于其他的认知因素——个

人成功的预期，或个人在任务中已经投入了大量精力。一些评论家认

为，人们不可能获得无可争辩的证据来证明动机对判断的影响，因为

总能用纯认知的机制重新解释任何一个研究结果（Tetlock & Levi，

1982）。



如果你能用动机机制或认知机制去解释同一个研究结果，你会偏

爱哪种解释呢？一些人认为，你应该偏爱认知的解释，因为它们提供

了更简洁的理论，也就是只需要很少概念的、更简单的理论（Dawes，

1976；Miller & M.Ross，1975；Nisbett & L.Ross，1980）。在那

时，已有许多运用认知机制解释这些争议性研究结果的独立证据。例

如，期望会使判断出现偏差这一结论已经得到很好的证明（Olson，

Roese，& Zanna，1996）。相反，没有独立的证据表明动机对于判断

的影响；所有从研究中得到的证据也都能用纯认知的术语来加以解

释。那么，既然没有它我们也能很好地解释相关的结果，我们为什么

还要引入另一个没有独立证据的概念——动机呢？

在一段时间里，这个论点好像是有说服力的。不过，现在不再如

此了。到1990年，研究者们已经成功地获得了动机影响判断的独立证

据，已经开始探索这种加工背后的机制，下面我将对此加以描述

（Kunda，1990）。

结果依赖

许多有关自我服务判断的研究一直受到评论家的质疑，但这些研

究对于用纯认知的术语加以重新解释保持着开放的态度，因为这种重

新解释与自我有关。可以肯定，详尽的自我知识会引起我们对自我表

现的预期；当成功的预期和成功的动机两者都使我们预先倾向于得出

相同的结论时，就很难说明我们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预期还是因为动

机。不过，如果我们检验对一个陌生人的动机性判断，我们对这个人

就没有任何先前的知识或预期，这个问题就不会出现。你会有动机对

一个陌生人持某种信念吗？创造这种动机的一个方法是使你在一些重

要的目标方面依赖这个人。如果你要去赴一个男女间的初次约会，你

会有强烈的动机相信对方是可爱的。如果你认识到，你们团队的成功



取决于新成员的能力，你会有强烈的动机去相信他是有能力的。几个

研究已经表明，这种结果依赖确实使判断出现了偏差。

在一个研究中，一些参与者被招募来参与一个关于约会的研究

（Berscheid et al.，1976）。在这些参与者与他们的约会对象见面

之前，先看一盘有三个人在讨论的录像带，这三个人中有一个人是参

与者即将约会的对象。参与者分为三组，每组预期会与这三个人中的

一个约会，另外还有一个控制组，他们没有预期中的约会对象。可以

预料到，参与者会有动机从最好的角度看待他们将要约会的对象。事

实上也确实如此，参与者评价他们即将约会的那个对象比另外两个讨

论者显得更可爱，性格更为积极。其他一些有关结果依赖的研究也得

到了类似的结果。当需要依赖于一个陌生人时，那些得到有关这个陌

生人若干信息的参与者会更积极地评价这个人，因为他们预期这个人

会是亲密的关系讨论中的一个同伴，预期自己获得的酬赏会依赖于这

个人的表现；或因为他们预期这个人是团队竞争中的伙伴而不是对手

（Darley & Berscheid，1967；Klein & Kunda，1992；Neuberg &

Fiske，1987）。

对于这些研究很难形成一种非动机性的解释。在所有这些研究

中，参与者对目标对象没有任何先前的预期。而且，对这个人持积极

观点的动机是以这样的方式操纵的：不提供任何有关目标对象的额外

信息，因此也不会引起任何有关这个人的预期。然而，这些研究中的

参与者积极地评价目标对象是令人喜欢和更有能力的事实，为动机在

判断中的作用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另外两个研究也表明在有关自我

的判断中隐含着动机，下面将加以讨论。

唤醒的关键性作用



不协调理论为动机影响的支持者和认知机制的支持者之间的辩论

提供了舞台。在典型的不协调研究中，诱导参与者支持一种与自己的

态度相反的观点。例如，要求学生写一篇赞成警察使用暴力、或赞成

提高学费的文章，以上都是这些研究中一般的参与者所讨厌的事。如

果诱导他们相信，这是根据他们自己的意愿写的这篇文章，那么他们

的态度则改变为有利于自己已经表达的观点——变得更加支持警察的

暴行或高学费。最初，这些研究结果都是用动机来加以解释，尽管随

着理论的演化，关于这些潜在动机的准确性质的观点还在不断改变

（Festinger，1957；综述参见Cooper & Fazio，1984）。

不协调理论的创立者Leon Festinger相信，在这些实验中态度的

改变源于努力减少两种观点冲突而产生的不愉快、紧张感或不协调：

我反对X，我刚刚写了一篇赞成X的文章。如果我变得相信我实际上支

持X，这种不协调就会被消除（Festinger，1957）。后来有理论家提

出，不协调的唤醒威胁到对自己的认知。根据这种观点，相冲突的观

点是：我做了一件不好的或愚蠢的事情，以及我是一个正派的、聪明

的人（Aronson，1968；Greenwald & Ronis，1978）。如果我们相信

自己所做的事情不是愚蠢的，并且我能确信自己实际上是支持自己表

达的观点时，那么，不协调感就会消除。值得注意的是，最初和后来

修正的观点都认为，人们有动机去采取自己已经表达的态度，正是这

种动机导致了态度的改变。

这种观点受到了Daryl Bem的挑战，他对这些研究结果提出了一种

非动机的解释（Bem，1972）。Bem认为，通常人们并没有任何直接的

方法去确定自己的态度是什么。作为替代，他们会通过观察自己的行

为，推断自己的态度必然与行为一致来确定自己的态度。如果我完全

自愿地写了一篇支持高学费的文章，那么，我必然是支持高学费的。

这种自我觉知理论用纯认知的术语解释了反态度行为的态度改变，而

没有运用动机。不协调研究关于动机的结论与自我觉知理论的解释之



间的僵局最终被Mark Zanna和Joel Cooper等人所进行的一系列巧妙的

研究打破。他们的研究表明，自我知觉不能充分地解释这种态度的改

变（Zanna & Cooper，1974；综述参见Cooper & Fazio，1984）。

Bem运用自我觉知对不协调进行解释的假定是：态度的改变产生于

头脑冷静的推理；公正的观察者预期都会作出相同的推理。与此相

反，运用动机的解释则假定：个人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心烦和苦恼，正

是这种烦恼引起了态度的改变；个人有动机去消除这种烦恼。烦恼这

类情绪经常会伴随着生理上的唤醒——感到满脸通红、心跳加速、手

心出汗。这种唤醒一般都是非特异性的，因此，对它的解释依赖于个

人对情境的理解。相同的唤醒可能被认为反映了情绪愉快、恐惧或烦

恼，这依赖于周围是爱逗笑的人、老虎还是正在哭泣的婴儿。个人运

用情境中得到的线索来弄清个人唤醒的意义（Schachter & Singer，

1962）。在我们对自己情绪状态的看法中，唤醒起着十分重要的作

用。唤醒的程度越强，我们越可能认为自己正在经历强烈的情绪，假

如有理由认为这种情绪是消极的，我们就越可能采取一些措施来消除

它。神经科学家最近的研究已经证实，人们依赖于唤醒去对他们正担

心的威胁作出推论。那些有脑损伤而不能体验到这种唤醒的病人，即

使意识到危险，也不能回避这种危险的情境（综述参见Damasio，

1994；参见第7章）。

Zanna和Cooper（1974）认识到有关我们如何推断自己的情绪的这

些观点对于不协调理论的意义。他们认为，人们在不协调实验中感到

烦恼需要有两个论点来支持：唤醒和导致个人在行动中把这种唤醒归

因于烦恼。如果正是这种努力消除烦恼的动机导致人们态度的改变，

那么，这两个部分对于态度改变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消除唤醒；人

们不认为自己感到烦恼，或者为这种唤醒提供其他的解释，不把他们

行动过程中的唤醒归因于烦恼。确实，在一系列的实验中，Zanna、

Cooper及其同事的研究表明，唤醒的出现以及它是由个人反态度行为



所引起的看法在导致态度改变方面起着关键作用。首先，他们预测，

假如那些被诱导完成一个反态度行为的人，能够被哄骗地、错误地把

产生的不舒服的和令人不愉快的唤醒归因于不同的来源，从而不对自

己的行为感到烦恼，就不会改变自己的态度。

为了证实这一点，他们进行了一个典型的不协调实验。在这个实

验中，要求参与者完成一个反态度行为，但他们增加了一个新的条

件：要求参与者服下一粒药丸（Zanna & Cooper，1974）。事实上，

这种药丸只是一种安慰剂，没有任何副作用。控制组的参与者被告

知，这个药丸实际上对他们没有任何影响。这些参与者表现出典型不

协调研究中出现的态度改变——他们变得更加支持被诱导表达出来的

态度。另一组参与者则被告知，药丸会使他们感到唤醒和紧张。这些

参与者预期会感受到与控制组参与者所经历的相同的不舒服和唤醒，

由于同样的原因——他们会因自己的行为而感到烦恼。但与控制组不

同，这些参与者对他们的唤醒给出了另一种解释——药丸。假如错误

地把唤醒归因于药丸，他们则可能未必认为烦恼是由于他们的行为所

引起的，因此，将很少有动机去改变他们的态度。事实也确实如此，

那些相信药丸将引起唤醒的参与者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态度改变。但另

外一组被告知药丸会使他们感到放松的参与者，却表现出比控制组更

大的态度改变。由于预期会放松，他们必然从令人吃惊的唤醒和不舒

服中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是由于自己的行为而感到极度烦恼，因

此，他们就有特别强的动机去改变态度。

这个研究表明，不协调实验中的态度改变需要对由个人反态度行

为引起的唤醒进行正确归因。后续的研究进一步表明了唤醒的关键作

用。这些研究表明，当给予没有怀疑的参与者们一颗减少唤醒的镇静

剂时，态度的改变是可以消除的；当给予他们一粒增加唤醒的安非他

命时，态度改变的强度会增大（Cooper，Zanna，& Taves，1978）。

请注意，如果参与者只是像Bem自我觉知理论所提出的那样推断自己的



态度，实际唤醒水平及其有关来源的看法应该对态度没有任何影响。

在这些实验中，只有唤醒被归因为与个人行为有关的时候，才会出现

态度改变。这一结果表明，态度的改变是因为人们想处理这种唤醒来

源。简言之，它是由动机驱动的。

其他的研究者很快运用这种实验逻辑证实有关成功和失败的自我

服务归因也需要唤醒，表明动机在这些过程中也起作用（综述参见

Pyszczynski & Greenberg，1987）。不协调范式也引发了另外一些研

究，为动机在促进态度改变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表明态度的改变是由自我肯定的需求所驱动的，下面我将对此加以讨

论（Steele，1988）。

自我肯定

设想一下，你刚才震惊地发现：你公开支持了一个自认为其政策

有点令人讨厌的政党(大量的不协调研究表明人们很容易使自己处于这

种境地)。自然地，这种行为会引起强烈的自责：我究竟是怎么样的

人？我怎么会如此愚蠢？我的道德品质出了什么问题？在你有机会细

想这些对自我形象的挑战之前，一个朋友打电话告诉你，在本地的美

术馆有个新的展览。这使你想到自己是个艺术爱好者，是一个高雅

的、有高尚价值观的、有修养的人。这足以让你驱散由于上述行为而

引起的对自我价值的怀疑吗？Claude Steele及其同事的研究表明，这

是可能的（综述参见Steele，1988）。

Steele及其同事认为，在不协调研究中产生的反态度行为导致态

度的改变，是因为它对自我形象构成了威胁。这些行为对于个人来

说，对自认为自己是个聪明的、有修养的人这种自我感形成挑战，因

此产生了重新肯定自我价值的需要。个人可能通过改变自己的态度来



获得这种自我肯定——假如我支持的观点不是个糟糕的观点，那么，

我也不是个糟糕的人。但这并不是自我肯定的唯一路径。任何让自己

觉知到有价值的自我概念的思想和行动都能起作用，重建个人有价值

的自我感，即使这些思想和行动完全与反态度行为无关。对于科学家

来说，阅读科学杂志可重建自我肯定；对于一个信徒来说，通过祈祷

可重建自我肯定；对于一个艺术爱好者来说，则可通过参加艺术展览

来增强自我肯定。如果在反态度行为之后，个人能想起自我这些有价

值的方面，他就能够重新肯定个人的总体自我价值，就用不着为自我

肯定而改变态度。

Steele及其同事的一系列研究都表明，由反态度行为引起的态度

改变确实由于肯定个人自我其他方面的价值而被削弱。一个研究证明

了这一点。在这个研究中包括两类参与者：关心政治和经济的学生与

不关心政治和经济的学生（Stelle & Liu，1983）。研究中先要求这

些强烈反对提高学费的学生写一篇支持提高学费的文章。可以预期，

这种传统的强迫服从的操纵方法，会引起那些认为自己是在自主选择

之下写这种文章的参与者发生态度改变。在控制条件下这两类参与者

的确产生了这种态度改变。这个研究还包括另外一个条件：在询问参

与者的态度之前，让参与者完成一份关于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问卷。对

于那些关心政治和经济的学生来说，这个问卷调查起到的作用是提醒

自己是有价值的，就其本身而论提供了一个自我肯定的机会。假如对

自我肯定的需要驱动自我肯定，那么这些参与者由于已经通过这种替

代的途径获得了自我肯定，应该不再需要改变自己的态度。相反，那

些不关心政治和经济的学生，不能从这次问卷调查中获得自我肯定，

因此应该仍然需要改变态度来重新肯定自我。研究结果确实如此。关

心政治和经济问题的学生在完成调查问卷后，减少了态度改变，但那

些不关心政治和经济问题的学生，则并没有减少态度改变。



这个研究及其他一些类似研究表明，重新肯定自我的动机能够在

反态度行为之后驱使态度改变。当这种动机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满足

时，态度并不发生改变。值得注意的是，Bem的自我觉知理论不能解释

这些结果。如果人们只是通过个人的行为来推断他的态度，那么这种

推断就不应该受到回答其他领域中有助于肯定个人自我价值的调查问

卷的影响。

同样的逻辑也可以用于证明其他类型判断的动机基础。例如，在

一个研究中，参与者评价一个看起来像犹太人的妇女比看起来像意大

利人的妇女显得没有能力（Fein & Spencer，1997；第8章）。但在参

与者有其他机会肯定自己的价值时，这种贬低犹太女性的倾向被消除

了。这就意味着这一偏见至少部分是由于肯定自我价值的需要而产生

的；贬低犹太人、非洲裔美国人或同性恋者可以起到凸显个人自我优

越感的作用。当这种自我肯定的需要通过其他的方法得到满足时，个

人贬低消极刻板印象群体成员的倾向就降低了。

总之，两个系列的研究工作都强调动机在强迫服从的实验中导致

态度改变的重要作用。第一个系列的工作是通过研究表明，态度改变

只有在人们经历了唤醒，并且把这种唤醒归因于自己的行为时才会出

现，以此来说明动机的意义。第二个系列的工作是通过研究表明，当

人们通过其他途径满足了自我价值肯定的需要，态度的改变就可以消

除，以此来说明动机的意义。两种逻辑都被广泛地接受为作为动机作

用的证据，两者也被用于表明动机能促进其他类型的判断。当把这些

研究与那些证明动机性推理不能简单地用纯认知术语重新解释的研究

放在一起来加以考虑，会发现动机性推理事实上是很强有力的。许多

研究者现在已经接受了这一结论，并且已经开始着手解决动机如何影

响判断的问题，下面我将讨论。

动机性推理的机制



Randy Shilts在他1987年出版的《继续演奏》（And the Band

Played On）一书中，描述了当时各种团体对一种未知的致命疾病表现

出来越来越多恐怖的反应，这种疾病最早出现在同性恋男性人群中，

现在被称之为“艾滋病”（AIDS）。同性恋团体、科学界、美国政界

和血库，所有的团体最初都拒绝相信那些导致灾难性结论的迹象，即

这种疾病具有传染性，能够通过性行为传播。所有的人都清楚，如果

真的如此的话，这个疾病会在同性恋群体内外夺去无数人的生命。另

外，同性恋群体也不得不放弃许多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血库也不得

不认识到它们的血液存在不安全的隐患，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去修订采

血的程序；而政界也会忙于应付因此而产生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认为

这种可怕情境不可能是真实的动机是非常强烈的。确实，所有团体在

开始的时候都相信那些否认这种可怕传染疾病的理论是合理的。接

着，科学家们用极大的精力去寻找其他的解释，例如，关注环境的因

素，如同性恋群体使用的特殊药物。而在同性恋团体内，提出了一种

流行的理论，认为它是一种右翼的阴谋，目的在于破坏同性恋的生活

方式。正如Shilts所指出的，在“继续演奏”的同时，艾滋病也在猖

獗泛滥。不过，这种拒绝接受的努力最终被事实所打败，越来越多的

证据表明，艾滋病确实是由一种由病毒引起的、可通过性接触和血液

传播的疾病。这时，血库马上修改了它们的采血程序，同性恋组织也

开始宣传安全性行为。

这一简短的历史说明了个人动机如何影响判断的解释（Kunda，

1990；同样的观点也可以参见Kruglanski，1980；Pysczynski &

Greenberg，1987）。动机可以使我们的判断出现偏差，但并不是简单

地因为需要就可随心所欲地得出想要的结论。当我们具有动机去得出

某种结论的同时，也存在使自己的判断具有理性的动机，对自己期望

的结论进行论证，说服那些冷静的观察者。只有找到大量的支持证据

时，我们才会得出自己期望的结论。然而，尽管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去

保持客观性和理性，动机仍然会使我们的判断出现偏差，因为论证形



成过程本身由于目标的影响而具有倾向性。为了形成对期望结论的论

证，我们从记忆中直接搜索那些支持这些结论的观点和规则，运用现

有的知识去建构新的观点和理论，从中推论出我们期望的结论。就像

第4章中所讨论的，当我们试图确定一个假设是否正确时，对相关记忆

和观点的搜索可能是片面的，倾向于去寻找那些支持它的记忆与观点

（Klayman & Ha，1987）。当我们有动机相信假设时，这种情况更可

能出现。

当试图确定你可能的学业表现时，你最可能有动机把自己看做是

高度成功的。当你在记忆中搜索相关信息时，你更可能去回忆过去的

成功（得到A+的历史），较少可能去回忆过去的失败。你还可能形成

一套有关你的个人背景如何导致你成功的理论。假如你是你们家中第

一个上大学的人，你可能推论这给了你特别强烈的成功内驱力。由于

这些心理的信念，你会认为得出你将取得成功的结论是合理的。你没

有认识到的是，你还具有一些知识能用于支持相反的结论。你也经历

过一些失败（还记得那次难堪的物理考试吗？）。就像那些在你的背

景中对你有利的理论一样，它也很容易证明相反结论的合理性。如果

你来自一个有许多大学毕业生的家庭，你可能产生另外的推论，认为

你的家庭文化和伦理对你的学业成功具有重要的影响。正因为如此，

我们认为自己是理性的，会仔细地权衡证据，运用推理的规则进行评

价。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搜集的证据和用于评价它的规则两者都由于动

机的影响而带有了倾向性。如果目标不同，我们就可能搜集不同的证

据，运用不同的规则。不过，应该注意的是，尽管动机会使我们的判

断出现偏差，但它并不会使我们对现实视而不见。因为我们感到人必

须是理性的，只有能够证实它的合理性时，才会得出期望的结论。

目前已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存在动机性记忆搜索和信念形成，以及

由现实导致的对动机性推理的限定性因素。在讨论目标对记忆的影响

时，我描述的一些研究表明，具有不同动机的人会在心理上产生不同



的记忆（见第5章）。例如，那些具有把自己看做是外向或内向动机的

人更可能回忆起那些与期望的自我观一致的行为。这将导致他们认为

自己在期望的特质方面得分更高（Sanitioso，Kunda，& Fong，

1990）。后续的研究表明，人们形成这种期望自我形象的能力是受到

先前的自我知识因素限定的。

在这个研究中选择了两种类型的参与者：极端外向型的学生和极

端内向型的学生（Sanitioso et al.，1990）。像早期的一些研究一

样，这个研究引导参与者们相信，外向或内向对于学业成功是有利

的。最可能的情况是，参与者因此想把自己看做是外向或内向的。然

后，在一个看似不相关的研究中，要求参与者评价他们自己的外向性

或内向性程度。图6.1描绘了参与者自我评估的情况。从图中可以看

出，当参与者把自己看做是外向者的动机比内向者的动机更强时，无

论是外向的参与者还是内向的参与者，都评估自己更加外向。他们的

自我观是受动机影响的。当然，你也可能看到，自我概念的这种转变

明显受到参与者先前有关自我知识的限制。在两种条件下，外向者都

比内向者评价自己更外向。确实，那些想把自己看做内向的外向者，

仍然认为自己比那些想把自己看做外向的内向者更加外向。即使是在

有动机的情况下，考虑到现有的事实，我们仍然只能得出那些看起来

更加合理的结论。



图6.1　那些有动机把自己看做是外向（外向者-成功）或内向的（内向者-成功）外

向者和内向者的自我评估。

资料来源：Sanitioso et al. (1990，图2，p.238). Copyright 1990) by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我们选择性提取那些最能支持我们目标的看法，也能使我们形成

支持自己的因果关系理论。例如，我们可能相信，自己的特性和背景

对于期望的结果是特别有利的。研究确实表明，人们认为自己的特性

比他人的特性更有利于在学校取得成功或获得幸福的婚姻（Kunda，

1987）。例如，那些年幼时母亲在外面工作的参与者与那些年幼时母

亲待在家里的参与者相比，对其婚姻成功的原因形成了完全不同的理

论。两个组的参与者都相信，自己那种类型的母亲比其他类型的母亲



更容易使她的孩子们获得幸福的婚姻。简言之，那些具有相反特性的

人，对于这些特性与成功的关系形成了相反的理论。另外一些研究表

明，这种自我服务理论的形成至少部分是由于人们从最好的角度看自

己的动机所驱动的。在参与者经历失败的情况下，形成这种自我服务

理论的倾向特别强烈，提高自尊的需要会增强，表明了动机的意义

（Dunning，Leuenberger，& Sherman，1995）。

我们自己的特性也可能影响我们对能力的定义。如果我更喜欢数

学而不喜欢语文，我可能相信数学技能是智力的最核心部分。但是，

如果我的语言技能比数学技能更强，我可能相信语言技能是智力最核

心的部分。一个研究将参与者区分为以人为导向的和以目标为导向的

两种类型（Dunning，Perie，& Story，1991）。当询问这些参与者，

哪些特性更能描述一个领导者的形象时，以人为导向的参与者与目标

取向的参与者相比，认为人际技能对于领导来说是更核心的组成部

分，而目标取向的参与者则认为抱负和坚持这些特性是更核心的组成

部分。

我们以不同的方式定义自己特质的这种能力，对于我们认为自己

比他人更好的信念作出了贡献。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在许多维度，

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的表现高于平均水平。我们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

在学术技能、驾驶能力、领导能力、婚姻前景、健康状况等方面的表

现比同辈人更优秀（Dunning，Meyerowitz，& Holzberg，1989）。很

显然，我们不可能在所有方面都比一般人更好。我们之所以如此看待

自己，部分的原因是我们关于优秀的定义是建立在自己独特优势的基

础之上的。一个具有高度创造性但算术不好的人，如果认为创造性是

智力最核心的特征的话，就会相信自己是特别聪明的。如果这种自我

服务特质的定义在形成“我在一般人之上”的效应中起了作用，那

么，当人们特异性地定义特质的能力受到限制时，人们应该较少认为

自己在一般人之上。David Dunning及其同事进行的一系列研究表明，



事实确实如此。人们在对那些模棱两可、能从许多不同方面进行理解

的特质如“敏感的”或“理想主义的”进行评价时，与“有学问”和

“守时”等这些清楚定义的特质相比，其评价更为极端。而且，即使

对于那些模棱两可的特质，当要求参与者对特质的评价建立在由研究

者提供的少数几个标准基础上时，人们认为自己高于一般水平的倾向

也会减少（Dunning et al.，1989）。这表明，只有在我们的自我知

识和理解特质的基础能够证实时，我们才会认为我们在某特质方面高

于一般的人。尽管我们没有认识到自我知识会影响自己对特质的理

解，我们定义特质时会从最好的角度去描绘自己。

动机也会影响到人们对推理规则的选择和运用。回想一下前面的

例子，在我母亲抱怨，以两个儿子的样本证明怀孕期间吸烟有害的结

论时，她却很高兴地从相同的样本获得证据去证明吸烟是无害的。在

更严格的研究中，小样本充分性规则的动机性运用也得到了证实。在

一个研究中，给予一个小组的参与者一些令人喜欢的信息，即他们的

小组比另一个小组更具有亲社会性，给予另一个小组一些令人不喜欢

的信息，即他们的小组比另一个小组更少亲社会性（Doosje，

Spears，& Koomen，1995）。这些信息有的建立在大样本基础上，有

的建立在小样本基础上。当建立在大样本基础上时，很难不加考虑就

拒绝得出的结论的，即使这些结论是令人不喜欢的，人们也会接受

它；他们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结论：外群体比内群体更好。这再一次表

明，人们获得期望结论的能力是受到对现实的理解和可行性限制的。

相反，当样本太小时，人们只接受那些令人喜欢的结论，并得出他们

的内群体更优秀的结论。当结论不令人喜欢时，他们不会从中概括得

出自己的群体不如别的群体的结论。换句话说，当小样本得出一个令

人不喜欢的结论时，他们会以样本太小而加以拒绝，但当结论是令人

喜欢的时，却不会这么做。



动机同样也会导致其他推理规则的选择性运用。设想一下，向你

提供某个公司所有管理人员和办公室工作人员的领导技能方面的资

料。简单的统计表明，在好领导中男性比女性更多。从表面上看，这

些数据意味着男性比女性更有可能成为好的领导者。然而对这些数据

深入检验后发现，性别与领导技能之间的相关是具有欺骗性的——在

两个专业群体（管理人员与办公室工作人员）中，女性像男性一样都

可能成为好的领导者。性别与领导技能的相关是因为管理人员比办公

室工作人员更可能成为好的领导者，男性比女性更可能成为管理人

员。这种相关是由于在两个专业群体内的性别分布不平等造成的，而

不是因为在某个专业群体中男性比女性更优秀。

Schaller（1992）预测，这些资料中的男性会从表面意义上去接

受这种带有欺骗性的相关。相反，女性会有动机去揭穿任何一种认为

女性不如男性的观点，这种动机将导致她们提取需要的推理规则去识

破性别与领导能力之间带有欺骗性的相关。确实，这些资料中的女性

比男性更多地注意到：性别与领导之间的相关是具有欺骗性的，这是

由于两个专业范畴内男性和女性的分布不平等造成的。这并不表明女

性比男性更擅长此类推理。在随后的研究中，向参与者呈现一些人为

创造的有关内群体和外群体可比较的数据，在男性和女性中都出现了

类似的结果。这些结果表明，当我们有动机怀疑某个相关时，就更可

能注意到它的欺骗性。

有关推理规则的研究表明，我们具有一系列启发式策略，许多因

素影响这些策略在各个场合的运用；我们在一个场合可能运用代表性

启发法去解决某个问题，但在另一个场合却运用统计启发法去解决同

样的问题（Ginossar & Trope，1987；Nisbett et al.，1983；参见

第3章）。刚刚描述的这些研究表明，动机只是影响选择启发法的一个

因素。我们特别喜欢那些能够获得自己期望结论的那些启发法。



动机不仅影响我们通达哪些记忆、观点和规则，而且影响人们第

一次搜索相关观点和规则时投入精力的大小（Ditto & Lopez，1992；

Kruglanski，1980）。当我们遇到那些正好支持期望结论的证据时，

就会从表面意义上去接受它。但是，当碰到那些挑战期望结论的证据

时，我们会更具批判性地去评价它，努力去驳斥它。在Charles Lord

等进行的研究中，死刑的赞成者和反对者阅读关于死刑威慑作用的两

个研究，一个研究认为死刑是有效的威慑因素，另一个研究认为死刑

的威慑作用是微不足道的（Lord，Ross，& Lepper，1979）。这两个

研究涉及不同的方法论，材料是平衡了的，以至于每种方法中有一半

的参与者赞成死刑惩罚作用，另一半的参与者反对死刑惩罚作用。死

刑惩罚作用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认为，那些否定自己观点的研究存在

着更多的问题。换句话说，当一种方法支持了自己的观点时，这个方

法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当它对自己的观点形成挑战时，就会认

为它是不可接受的。最终的结果是，在看了相同的、既有支持性又有

否定性的证据以后，每个组都变得更相信自己最初的观点。

还不清楚的是，上面这个研究中参与者的偏差是因为他们有动机

去相信那些证实自己观点的研究，还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观点更加

合理，下面这一研究则提供了证据证明动机在这类偏差产生中在重要

作用。在这个研究中，让参与者接触一些赞成或反对他们关于死刑观

点的论证。研究结果发现：同样的论证在赞成参与者观点时比挑战参

与者观点时被认为是更强有力的。而且，这种偏差在那些对这个问题

有高情绪卷入的参与者身上特别容易出现，这表明动机对于偏差的产

生起了作用（Edwards & Smith，1996）。这个研究也通过更严格的证

据表明，人们对不合意证据投入的精力比合意证据更多，他们的精力

直接用来驳斥不合意的证据。当要求参与者说出他们在考虑那些结论

过程中心里出现的想法时，比起论证支持他们的观点，论证挑战他们

的观点时总体上参与者产生了更多的想法和更多的驳斥。这表明人们



花在评价证据方面的时间和精力的多寡，部分决定于我们在多大程度

上相信它。当论证不合意时，我们会特别努力地削弱它。

总之，判断会由于动机出现偏差，因为我们选择性地获得那些支

持期望结论的观点和规则，特别努力地去驳斥那些不合意的结论。不

过，我们只有在成功地证实了它的合理性之后，才会得出期望的结

论。我们证实期望结论的合理性的能力是受自己对现实理解限制的。

重新探讨动机与认知的争论

回想一下，在对动机性推理缺乏独立证据的情况下，对于认知机

制的偏爱甚于动机机制，主要论据在于它的简洁性。认知解释更简

单，它只需要很少的结构。不过，现在已经有了动机作用的独立证

据，它可能为前面提到的简洁性论据带来转变。现在看来，一个单独

的结构——动机，可以解释许多不同的现象，其范围从自我服务归

因、有关他人的动机性观点，到对科学证据评价的偏差。在这些现象

中许多都不能用严格的认知术语来加以解释。对于其他一些现象，可

以形成认知解释，但需要许多猜测性的假设。例如，要解释不同家庭

背景的人为什么会形成不同预测学业成功的理论，你提出可能是因为

不经意地接触到有关这类成功先兆的不同信息，但没有任何这类不同

接触的证据，只有证据表明人们有动机相信他们会取得成功。在目前

的知识状况下，动机的解释需要很少辅助的假设，显得更为简洁。

谈到这个问题，我还想多说一点，随着对动机性推理的机制的深

入了解，动机性加工与认知加工之间的区别开始变得模糊起来

（Sorrentino & Higgins，1986）。我相信你可能已经注意到，解释

动机性推理的机制是认知的：记忆搜索、规则运用、观点形成。动机

是通过利用认知系统为它服务来发挥作用的。在它的基本机制中，证



实我们期望结论过程的“暖认知”是很难同证实期望过程的“冷认

知”区别开来的。如果一个人认识到看似冷的期望本身是深受动机影

响的，目标和期望之间的平行作用会变得更强。不得不抛弃一个已经

确立的观点，就像在“暖认知”的规则下进行的调查得到的一些不合

意的结论一样，是令人不愉快的。正是这种深刻的领悟导致动机不协

调理论的创始人Festinger推测，假如你发现自己站在雨中而没有被打

湿，会体验到强烈的不协调感（Festinger，1957）。

标准的考虑

哲学家大卫·休谟曾经说过，“理智是也应该是情感的奴隶。”

你同意吗？你认为我们的判断受动机和愿望的影响是件好事吗？在一

篇有影响的文章中，Shelley Taylor和Jonathon Brown认为，动机性

推理和它引起的乐观错觉可能是高度适应性的（Taylor & Brown，

1988）。这些作者评论了大多数人持有的一系列积极错觉：自我知觉

过度突出优点，夸大自己控制生活事件的程度，对将来的期望不切实

际地乐观。只有一种人不会表现出这些错觉：抑郁的人。而且，这些

不切实际的积极观点有利于产生普遍的愉快感和幸福感；没有它们，

日常生活中的威胁和困难注定会使我们感到痛苦和抑郁。而且，对于

自我、前景持积极观点和夸大的控制感可能不只是使我们感觉良好。

它们也会增加我们的动机能量，让自己即使在面临最初的失败时也能

在困难的任务上坚持下去。结果，这些积极的预期变成自我实现的预

言。如果你相信自己，你通常会做些事情使这些信念变成现实（综述

参见Armor & Taylor，1998）。

对他人产生积极的错觉也是适应性的。在一个有关亲密关系的研

究中，要求180对已婚和正在约会的情侣就一系列积极和消极的特性对

自己和自己的伴侣进行评价，并评价自己对关系的满意度（Murray，



Holmes，& Griffin，1996；参见第10章的讨论）。总体来说，亲密关

系的人倾向于把自己的伴侣理想化；他们对伴侣的评价比伴侣对自己

的评价更积极。这种理想化促进了满意度——个体对自己的伴侣越理

想化，在他们的关系中就感到越愉快。在这个研究中，很难知道哪个

测量最好地反映了现实。它可能是人们的自我观反映了现实，伴侣对

他们的积极看法反映了一种积极的错觉。不过，人们在自我评估中过

度地谦虚，以及他们的伴侣更真实地看待他们，这种情况也是可能

的。尽管如此，这些数据确实表明，在亲密关系中，你对自己伴侣的

评价越积极，你对这种关系就越感到满意。当你从最好的角度看待自

己的伴侣时，就会对关系感到越愉快和越安全，你和你的伴侣会更宽

宏大量，而宽宏大量的行为对于克服不可避免的日常冲突是需要的。

从长远来看，有关亲密伴侣的积极错觉可能是自我实现的。

尽管积极的错觉有这些好处，但认识到动机性错觉有时会使你陷

入严重的困境也是重要的。当动机性推理导致你不重视现实威胁的重

要性，阻碍你采取那些能够避免危险的行为时，这一点就显得特别重

要。导致你忽视像皮肤癌这类严重疾病的早期症状，或者不相信吸烟

危险证据的动机性推理，确实会使你在生活中付出代价。对自己和他

人不现实的乐观也可能付出代价。如果你追求不能达到的目标，你就

不得不应付失败。如果你寻求与不合适的人建立浪漫关系，你就不得

不应付虐待或离婚。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很少有人从经验上去证明

这种积极错觉的后果；大多数研究者一直关注于鉴别这些错觉而不是

探究它的后果（Armor & Taylor，1998）。

当积极错觉关注的综合性判断不是用来指导直接行动时，它可能

是特别有益的。对你的可爱和仁慈持一种夸张的观点，或相信你的婚

姻比大多数人更恩爱和更稳定是没有任何害处的。但动机性推理也可

能付出代价并带来危险，当它用于指导重要的行为和决策，特别是在

更客观的推理能导致更恰当行为的情境中更是如此。人们可能对这些



考虑只有一些模糊的看法。他们在这样一些情境最可能产生积极错

觉：个体不现实的积极期望在现实中不可能加以检验，因为它们只与

总的而不是特定的成果有关，因为它们与模棱两可的或主观的成果有

关，因为它们是适合于遥远将来的成果，或由于其他一些原因，不可

能立即地、清楚地加以否定的成果（Armor & Taylor，1998）。

迄今为止，我一直关注推动人们得出某个结论的指向性目标。下

面要把讨论的主题转向一个不同类型的目标，即那些尽可能获得最准

确结论的目标。

准确性目标

艾莉森是一个大公司人事部门的高级职员，正在审查应聘该公司

职位的两个工程师的文件。她知道，在她作出选择后，必须向自己的

老板对这个选择做出充分的解释，说明自己偏好的理由。同样两个工

程师也申请了盖尔所在公司的一个职位。但盖尔对雇佣决策有完全控

制权，她不必向任何人解释她决策的理由。在上述两种情境下，你猜

想她在哪种情境下会花费更多的时间去阅读文件和思考决策呢？哪种

情境下会作出更好的决策呢？在这两个问题中，第一个比第二个更容

易回答。艾莉森需要向老板说明她决策合理性的情况下，而盖尔不需

要向任何人作出解释的情况相比，因此艾莉森会花更长时间和更多的

精力去思考决策。但这种更广泛和精细的思维是否会实际导致更好的

决策还依赖于一系列因素。在一些条件下，努力的思维会改善判断，

但在另一些条件下却会使判断更糟（参见第3章）。

我们可能认为，艾莉森与盖尔相比，有更强的动机作出正确的决

策。准确性目标与前面部分讨论的指向性目标有许多不同之处。当你

具有指向性目标时，会有动机去获得某个结论。相反，当你具有准确

性目标（accuracy goal）时，会有动机尽最大可能去获得最准确的结

论 （Kruglanski，1980；Kunda，1990；Pyszxzynski & Greenberg，



1987）。准确性目标是由不同的原因产生的。你可能像Allison一样有

准确性动机，因为你知道你要向别人作出解释。你可能也有保持准确

的动机，因为你知道在你的决策中有许多难关。当你预期一个错误的

决策会使你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破坏你的名声、对你非常关心的一

个项目造成损害，或引起你不公正对待其他人，你会有强烈的准确性

目标。

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这种准确性目标导致人们投入更大精力到

判断任务中，去努力搜寻最好的推理策略。人们总是在不同的思维方

式之间转换。有时我们进行仔细的、系统的和精细的加工，以尽可能

获得最好的判断。在另外一些场合，我们进行粗略的、表面的、快速

的、启发式的加工，目的在于获得一个尽管不完美但足够好的判断

（Chaiken & Trope，1999；参见第3章）。准确性目标导致人们偏好

精细的加工。换句话说，那些具有准确性动机的人不是获得一个类似

的答案就“冻结”判断的过程，而是还会继续思考他们的推理，直到

对已经获得的结论感到满意为止（Kruglanski，1980）。当人们通过

反思转向那些确实更好的策略时，增加精力会导致更大的准确性。不

过，有时反思会导致人们提取那些被错误地认为是更好而实际上更糟

的策略。在这种情况下，准确性目标反而会减少准确性（Kunda，

1990；参见第3章）。

准确性目标能够增加思维复杂性最清楚的证据来自Philip

Tetlock和Jae Kim进行的一个研究。他们通过让参与者预期在他们作

出判断后，必须向研究者解释自己的思维方式来产生准确性动机

（Tetlock & Kim，1987）。告诉其他的参与者，他们的判断是保密

的，即使是实验者也不会知道他们是如何作出反应的。然后向参与者

呈现三个人对有关他们人格的16个问题所做出的反应。读完这些反应

后，他们写下对每个参与者人格的描述，然后预测每个参与者会如何

对其他16个与人格有关的问题作出反应。有准确性动机的参与者写下



更多关于认知方面的复杂描述：运用更多的特性去描述每个人，更多

地指出每个人性格中的矛盾之处，更多地在不同特性之间作出精细的

联系，提出有关这个人更整合的观点。这种思维复杂性的增加也取得

了成功——具有准确性动机的参与者事实上确实能更精确地预测他人

会如何回答第二个系列的问题，这部分是由于他们印象的复杂性增加

造成的。

许多研究已经表明，准确性目标能改善判断，因为它导致人们运

用更好的推断策略。例如，在一系列的研究中，Arie Kruglanski及其

同事进行的研究表明，那些具有准确性动机的人，是因为他们预期会

受到评价，预期不得不向他人证实自己判断的合理性，预期自己的判

断会公开，或因为预期自己的判断会对其他人的生活产生真正的影

响。这些人表现出较少的认知偏差：在印象形成中较少表现出首因效

应，也就是不会过度地受到早期所观察到的信息的影响；对文章的评

价较少受文章作者种族的影响；在作出概率判断时较少以不相关的数

字作为支撑点。那些准确性目标强烈的参与者表现出较少的偏差，因

为他们从事更谨慎和精细的思维。确实，当进行长时间思考的能力由

于快速反应的要求而减弱时，这些偏差就会增大（Freund，

Kruglanski，& Shpitzajzen1985；Kruglanski & Freund，1983）。

就像我前面所指出的，准确性目标并不能保证准确性的增加。在

几个研究中，金钱刺激或保持准确性的警告都没有成功地消除偏差。

以这种方式产生的准确性目标并不能减少启发式策略的应用，并没有

增加对统计学规则的运用，也没有减少后视偏见（Fischhoff，1977；

Kahneman & Tversky，1973）。当我们并不具备较好的推理策略时，

或者不能识别它的相关性和优越性时，即使大量的思维也不能改善判

断。更糟的是，当仔细思考导致有缺陷的规则时，准确性目标会增加

失误和偏差。例如，有研究表明，当要求人们仔细反思他们偏好的理

由时，会导致其关注错误的标准，因而降低了判断的质量（Wilson &



Schooer，1991）。几个研究表明，准确性目标和它们引起的复杂推理

会产生类似的不适宜的效果。

在一个研究中，有准确性动机（因为预期要说明自己判断的合理

性）的参与者比其他人更可能表现出稀释效应，也就是，在考虑到这

个人的不相关信息时，较少作出有关另一个人的极端判断（Tetlock &

Boettger，1989）。在另一个研究中，有准确性动机（因为他们被告

知表现反映了智力）的参与者比其他参与者对困难的问题（如卡尼曼

和特韦尔斯基的医院问题；参见第3章）更可能作出错误的反应。这种

错误率的增加是由于增加了对启发式策略的错误运用。有趣的是，同

样的准确性目标改善了在相同问题的容易版本方面的表现，在这种版

本中，与问题有关的正确规则更显而易见（Pelhman & Neter，

1995）。总之，并不总是更精细和复杂的思维就导致判断的改善。在

一些情境中，我们越努力地思考，越可能采取错误的推理策略。在这

些情境中，准确性目标反而会增加失误和偏差。

总之，指向性目标和准确性目标都通过影响选择的观点和规则来

影响判断。不过，指向性目标导致我们喜欢那些支持期望结论的观点

和规则，而准确性目标导致我们喜欢那些看起来对任务最恰当的观点

和规则。下面，我们将讨论产生准确性目标和指向性目标的情境。

审慎心态和工具心态

当打算买房子时，你会认真思考以确保作出正确的决策。记住看

过的每个房子的优点和缺点，用仔细和客观的方式思考它们的意义。

你的目的是尽可能买到最好的房子，你不想在成交之后再碰到一些没

有想到的令人讨厌的问题。但是，你一旦确定要买某个房子，你就会

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与房子交易有关的事情上：让房主接受你的报



价，抵押贷款，安排重新装修房子的包工头。这个时候不是你疑虑和

犹豫不决的时候，而是要采取行动的时候。

Peter Gollwitzer及其同事的研究表明，那些正在作出决策的人

会形成一种审慎心态，用仔细而平衡的方式思考有关的信息。换句话

说，审慎心态产生准确性目标。相反，那些已经作出了决策的人会产

生一种工具心态，关注追求目标时所必需的思维和行动。确定一些过

程性和指向性目标，以提高个人实现这些期望结果的能力。一旦它们

被诱发出来，这些心态会带到不相关的任务中。当你正以一种审慎心

态思考买房的问题时，也会以一种审慎心态思考自己的优点和不足，

但一旦作出了买房的决定，关注尽可能最好地处理交易方面的问题

时，你也会从最好的角度来看待自己（Gollwitzer & Kinner，1989；

Taylor & Gollwitzer，1995；Gollwitzer & Moskowitz，1996）。

在一系列研究中，Gollwitzer及其同事通过要求参与者关注自己

的人生任务，从而引发他们的审慎心态和工具心态。在研究中，引发

参与者的审慎心态是通过指导语让他们思考一个未解决的个人问题，

反思采取某些行动可能带来的积极与消极后果。而引发参与者的工具

心态，则是通过指导语让他们思考一个已经决定实施的项目，列出完

成这个项目必需的步骤，描述如何执行这些步骤。控制组的参与者不

进行任何心态操纵。在一个研究中，当以这种方式操纵参与者的心态

以后，让他们随后转向一个看似不相关的任务上：让他们估计自己对

一个红灯的控制量，他们企图努力通过压或不压一个按钮去控制这个

红灯。事实上，他们完全不能控制这个灯——因为不管他们做什么，

它都会频繁地打开（Gollwitzer & Kinney，1989）。

结果表明，审慎心态会有一种倾向，不会对自己控制不可控事件

的能力过度夸大。就像图6.2所表明的那样，在审慎心态下的参与者对

这个灯较少实施控制。在工具心态下的参与者比控制组的参与者稍多



一点控制，但这种差异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这个研究表明，当通过

深思自己生活中未解决的问题而产生审慎心态时，会使我们中止我们

在生活中常见的、认为自己具有控制其他不相关事件能力的错觉。

另外一系列以同样方式操纵心态的研究发现，心态也能影响自我

知觉和个人风险程度的看法（Taylor & Gollwitzer，1995）。工具心

态使个体相信自己在一些令人喜欢的技能和特性方面比同伴更好，而

审慎心态减少了这种倾向。工具心态也减少了参与者认为会受离婚和

疾病之类风险伤害的看法。它表明由审慎心态诱发的心态会减少正常

情况下对自己持有的积极错觉，而由工具心态引发的心态则会促进指

向性目标，夸大这种错觉。

图6.2　审慎心态组、工具心态组和控制组的参与者认为自己对灯的控制量。

资料来源：Gollwitzer & Kinney (1989, 图2, p.539). Copyright 1989)

by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闭合性目标

杜鲁门总统曾经恼怒地嘲讽说，他希望他能找一个“单方面的”

经济顾问，这个人不要每次提出建议时都说“但在另一方面……”。

在行动过程中必须作出决策的人会对含糊其辞很难容忍。Arie

Kruglanski及其同事提出，有时完成闭合，即得到一个清晰的结论，

本身也变成一个目标（kruglnski，1980；Kruglanski & Webster，

1996）。如果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工作，发现决策任务是如此令人厌

倦想马上结束它，或者如果我们知道完成了正在进行的工作之后，可

以马上转入下一个更有趣的工作时，我们会有动机去实现快速的闭

合。有些人具有一种持续的闭合需要，认为任何闭合的缺乏都是令人

心烦的。当有动机去完成闭合时，只要找到一个看似足够好的解决办

法，我们就会及早地“冻结”自己的思考过程。我们也可能运用那些

最方便、最容易得到和容易运用的规则和观点。通常情况下，这种

“快速而粗糙的”的思维会增加错误和偏差。确实，Arie Kruglanski

及其同事的研究表明，时间压力会加剧不同程度的偏见（Freund et

al.，1985；Kruglanski & Freund，1983）。

有时候，我们有动机去避免闭合。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努力延长

判断的过程，尽可能延迟得出明确的结论。准确性目标可能激发避免

闭合的动机。如果害怕犯错误，认识到在作出某个结论时犯错将会面

临批评和惩罚，我们就会希望推迟真相出现的时间。我们也可能希望

延长判断的过程，因为发现它能带来内在的乐趣，或者至少比转向下

一个任务更有乐趣。当有避免闭合的动机时，就会像具有准确性动机

时一样，花更多的精力在判断的过程上。因此，对避免闭合的后果预

期与准确性目标的后果是相同的——当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利用更好的

推理策略而不是其他方面时，会更准确和更少偏差。



Donna Webster的一系列研究表明，闭合性目标能影响对另一个人

的判断（Webster，1993）。在一个研究中，参与者观看一个录像，在

录像中一个妇女正在读一篇对学生交换计划持消极态度的发言稿。告

诉一半的参与者，这个妇女是自己选择读这个发言稿的，而告诉另一

半参与者，她在做这件事情时没有任何选择权。在这种情形下，人们

典型的看法是，发言者真正的观点与她表达的观点是一致的，即使他

们知道她不能自由地选择想要表达的观点。换句话说，他们夸大了她

的态度与行为一致性的程度（Jones，1990；参见第9章）。当人们缺

少认知资源去仔细考虑情境中限定因素的意义，也就是这个人是被要

求读这篇文章的事实时，人们特别可能表现出这种偏差（Gilbertt，

Pelham，& Krull，1988；参见第7章）。因此，实现快速的闭合，会

导致人们投入更少的精力于判断之中，增加一致性偏差；避免闭合的

目标，导致人们投入额外的精力于判断之中，减少偏差。Webster试图

对这种可能性进行研究。一些参与者具有快速闭合的动机，因为他们

期望只要把现在事情做完，就可以转向另一个更有吸引力的任务，去

观看一部喜剧片。另外一些参与者具有避免快速闭合的动机，因为他

们预期自己将不得不转向另一个任务，上一堂统计学课程，他们认为

非常没有吸引力的事情。控制组的参与者预期会转向任务的吸引力与

第一个任务相同。

那些有快速闭合动机的参与者花在这个任务上的时间确实比控制

组更少，而有避免闭合动机的参与者会花更多的时间在这个任务上。

这种努力的不同水平对于被试者的判断产生了可预测的作用，见表

6.1。具有快速闭合动机的参与者表现出过大的一致性偏差。即使告诉

他们，这个妇女对谈话内容没有任何选择权，他们相比控制组更可能

认为这个妇女就像她在讲话中表达的一样，是反对交流计划的。这些

参与者通常都是根据她讲话的内容来作出判断的，而没有更深入地去

反思讲话者所处环境中的条件制约。相反，具有避免闭合动机的参与

者，当知道这名妇女对行动没有选择权时，表现出一致性偏差减少。



这些参与者会花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评价这名妇女，认识到她的谈话

并不是表达她自己的观点，因为她受到情境中的因素限定。这种解释

由于这样的结果而得到加强：当参与者认识到，这名妇女能够自由地

选择她所读讲话稿的内容时，他们的目标对于他们对她的态度评价没

有任何影响，就像在表6.1中所表示的一样。在这种情境中，推论这个

妇女赞成她正在表达的态度是如此简单和明确，随着精力的增加或减

少而改变是不可能的。

表6.1　具有不同闭合性目标的参与者对自由选择发表一个演说或没有选择发表一

个演说的目标对象的真实态度的评价，在演讲中演说者反对学生交换计划。

注意：评分越低表明对交换计划的支持更少，也就是与发言稿中表达的态度更加一

致。

资料来源：Webster (1993, 表2, p.265). Copyright 1993) by the

American Psycholigical Association.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在后续的一个研究中，检验了人们之间的持续差异产生的闭合性

目标，得到了相同的结果（Webster，1993）。参与者完成一个闭合需

要的测量，要求他们对反映闭合需要的陈述（例如，“我宁愿知道坏

消息也不愿意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和“当我对一个重要问题感到

困惑时，就会感到心烦意乱”），以及一些反映避免闭合的陈述（例

如，“我倾向于推迟作出重要的决策到最后时刻”和“我喜欢有一些

不可预测的朋友”）的同意程度作出评价。在这个测量中，得分最高

的25%或得分最低的25%的参与者被分到高闭合需要组和高避免闭合需

要组，而那些处于中间50%的参与者被分到中立控制组。就像早期研究



一样，那些高闭合需要的参与者一致性偏差特别强，而那些高避免闭

合需要的参与者一致性偏差被消除。中间控制组则表现出中等水平的

一致性偏差。它表现为闭合性目标影响用于判断任务的时间和精力的

多少，因此影响到判断的质量。当精细的思维导致更恰当的推理时，

就像上面引发一致性偏差的情境一样，由避免闭合需要而引发的更精

细的审视可以消除偏差。

总之，指向性目标、准确性目标和闭合性目标都通过影响相关信

息的认知加工来影响判断。目标会影响哪些观点和规则将运用于即将

到来的判断，也会影响人们投入判断的时间和精力的多少。结果，由

于具有不同目标的人会作出不同的判断，随着目标的改变，相同的个

体会从相同的信息中能得出不同的结论。

目标和愿望对于判断的影响构成了“暖”认知的一面。我们的认

知在其他方面也可能是“暖”的；它们可能由于我们的心境或情感而

赋予一定的色彩。接下来我将转向情感状态对判断的影响。

情感

情绪一致的判断

先花点时间去想象一个让你真正感到愉快的情景。尽可能生动地

想象这种情景，像身临其境一样真实地去感受它。现在，考虑下面的

问题：从各方面考虑，此时此刻你对自己的生活有多满意或多不满

意？你的童年时代快乐或不快乐程度如何？你是否很喜欢逛杂货店？

你的恋爱对象如何？你的国家的领导人如何？你患上高血压的可能性

如何？大量的研究表明，你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会受到刚开始时对你

的情绪的简单操纵的影响（Forgas，1995；Isen，1987；Schwarz &



Clore，1996）。当我们情绪好的时候，倾向于对这些问题给出更积极

的答案，而在情绪不好的时候，则倾向于给出更消极的答案。换句话

说，我们的判断与自己的情绪是一致的。

在Alice Isen及其同事进行的一个经典研究中，通过出其不意给

予礼物的方法引发人的愉快感（Isen et al.，1978）。一个研究者的

同伙来到购物中心，走近人们，给他们一些小的礼物以“向他们介绍

公司的产品”。女性收到一个记录簿，男性收到一个指甲剪，每样物

品的价值是29美分。控制组的参与者是没有得到东西的购物者。研究

者站在约40多米的地方，他并不知道某个人是否收到礼物，然后要求

这个人参与一个简单的消费调查。要求参与者评价他们的小汽车和电

视机的性能，收到礼物的参与者比没有收到礼物的参与者对这些产品

的评价更高。这个研究表明，即使那些看上去价值不大的礼物也足以

使我们产生一种好情绪，因此从一种更积极的角度去看待相关的事

物。

许多后续的研究运用多种操纵情绪的方法和不同的判断任务，也

获得了情绪一致判断的证据。我们在这里只描述少数的几种方法，以

让大家理解不同的引导情绪技巧，还会介绍一些受情绪影响的判断。

在一个研究中，当人们看完一部愉快的电影如《比佛利山警探》或

《回到未来》，或令人悲伤的电影如《鸟人》或《战火屠城》后，走

出影院来到街上时，有人走近他们问一些问题（Forgas，1994）。为

了排除看两种影片的人判断之间的差异是由于不同类型人之间的内在

差异造成的，即不同的人选择看不同的电影（愉快的人可能特别喜欢

看愉快的电影）的这种可能性，控制组的参与者在正准备去看相同的

愉快和悲伤电影时也被问及同样的问题。这些影片确实对情绪产生了

预期的效果：那些看完愉快电影的人确实比控制组的人更愉快，而观

看了悲伤电影的人比控制组的人看上去更不愉快。参与者对自己正在

经历的亲密关系冲突的判断与情绪也是一致的：与控制组相比，看过



愉快电影的参与者更少因为这些冲突责备自己，而那些看过悲伤电影

的参与者更可能因为这些冲突而责备自己。因此，我们的情绪能影响

自己如何理解和解释生活中的重要事件。

在另一个研究中，那些患普通感冒或流感的人听到磁带录制的指

导语，去想象一种使他们感到愉快、悲伤或中性的情景，从而引发不

同的情绪（Salovey & Birnbaum，1989）。参与者对自己情绪的评估

表明，这种程序成功地在三组参与者中引发了想要的情绪。而且，参

与者对他们自己症状的评估与这些情绪是一致的：相对于中性情绪的

参与者而言，悲伤的参与者报告了更多疼痛和不舒适，愉快的参与者

报告了更少这样的症状。如果你感到自己生病了，建议你最好去看一

个喜剧片；它不仅可以提高你的精神状态，而且能减轻你的症状。但

要远离悲剧，它会使你感到病得更厉害。

在另一个研究中，情绪是通过音乐产生的（Esses & Zanna，

1995）。要求参与者在听完愉快的音乐如享德尔的《席巴女王进

场》、悲伤的音乐如柴可夫斯基的《悲怆》或情绪中性的音乐如肖邦

《第27号夜曲》后，描述心里出现的任何意象。参与者对自己情绪的

评价表明，这种程序在三种情况下都成功地引发了想要的情绪。这些

情绪影响了参与者对那些在加拿大具有消极刻板印象的种族（阿拉伯

人、巴基斯坦人、本土印度人）的描述。那些处于消极情绪的参与者

与中性或积极情绪的参与者相比，用更不令人喜欢的术语描述这些群

体。不过，令人遗憾的是，积极的情绪并没有使参与者以一种更积极

的方式看待这些群体。但不好的情绪增加了我们对这些具有消极刻板

印象群体的偏见，使我们以更消极的方式看待他们。

类似的情绪操纵被证明影响了一系列其他的判断，包括对个人能

力的评估、个人总体生活满意度的评估、个人将遭遇不幸和疾病可能

性的估计、对政治领导人品质的评价、每年由于不同原因引发的灾难



数的估计、对某些信息是否有说服力的评价，及许多其他的判断

（Forgas，1995）。在这些研究中所运用的操纵情绪的方法中值得注

意的方面是：它们显得如此微不足道，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是如此的普

遍——一个小的礼物、带着情绪的幻想、一段古典音乐、一部电影。

在我们日常生活仍然有如此多的对人、物和事件的判断都受到这些操

纵所引发的情绪的影响。为什么我们的判断倾向于与情绪一致呢？下

面我们讨论已经提出的解释情绪一致判断的一些主要理论。

情绪作为启动的来源　在回忆往事的时候，我们的情绪导致自己

提取与情绪一致的记忆；在愉快的时候，更可能提取愉快的记忆；在

悲伤的时候，更可能出现悲伤的记忆（Blane，1986；参见第5章）。

Gordon Bower提出，情绪一致的判断产生于情绪一致的记忆。在Bower

的网络模型中，当表征情感状态如愉快情绪的结点被激活时，激活扩

散到那些与表征这种情感状态有联系的其他的人、物或事件的结点中

（见图5.2）。很多事物既有积极的联想，也有消极的联想；我可能对

电视机的图像质量感到满意，但对于声音质量感到不满意；我可能对

自己昨晚争吵行为的一些方面感到骄傲，但对自己所说的一些话感到

羞愧。在高兴的时候，我可能提取复杂事物和事件中令人高兴的一

面，在悲伤的时候，则更多提取令人不高兴的一面。在评价这些物体

时，我们倾向于利用启发式策略，把判断建立在那些很快在心里出现

的相关信息基础上（Kahneman & Tversky，1973；参见第3章）。因为

提取的记忆倾向于与我们的情绪一致，判断也是如此。

通过这一过程，情绪会改变一系列特性的真正意义。例如，想象

一个你认为骄傲的人群。骄傲既有积极的内涵，也有消极的内涵。你

可以用它来评价那些对自己成就感到高兴的人，也可以用来鄙视那些

自认为高人一等的人。当你悲伤时，你很可能在心里出现骄傲的消极

意义。因此，你会对这个特质产生消极的看法，消极地看待具有这一

特质的那些群体（Esses & Zanna，1995）。



情绪驱动的启动观对许多情绪一致判断提供了合理的解释。情绪

一致记忆的证据是强有力的（见第5章；综述参见Blaney，1986）。还

有证据表明，带有情感的概念能够增加隐含相同情感的其他概念的可

通达性，使它们在其他方面很少具共同性；离婚可能增加对牙疼的通

达性，阳光会增加对巧克力的通达性（Bargh et al.，1992；Fazio

et al.，1986；参见第7章）。因此，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情绪通常会

影响判断，因为它启动了与判断有关的情绪一致的内容。不过，并不

是所有情绪一致的判断都可以用这种方式加以解释，就像我们下面所

讨论的一样。

情绪作为信息　想象一下，有人询问你对你的领导斯科特的喜欢

程度如何。你可能会停下来想想所知道的有关斯科特的每件事情，考

虑有关他的许多积极和消极的行为和特质，对它们加以整合形成一个

完整的判断。但你也可能运用其他的路径，因为询问的是你的感受，

你可以直接对此加以评价，就像回答“你对斯科特的感觉如何？”所

采取的策略那样。这个策略通常能够给你一个好的答案；你对斯科特

的喜欢确实反映了你对他的感受。不过，这种策略也会使你容易犯错

误，因为有时要告诉你的感受从何而来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如果当

你正在思考自己对斯科特先生的感受时，收音机里正在播放着让你精

神振奋的音乐。由于没有意识到此时的愉快情绪来自于音乐，你可能

错误地把它们归因于斯科特，得出你很喜欢他的结论。常见的情况

是，我们会把情绪作为判断的直接信息来源。当我们没有意识到一种

情绪的直接来源时，可能错误地把它归因于某个判断的对象。结果，

我们的判断将与自己的情绪一致。

Norbert Schwarz、Gerald Clore及其同事认为，情绪作为信息源

起作用的观点可推测出许多情绪一致性判断，这些判断用情绪一致回

忆的理论难以解释（Schwarz & Clore，1983；1996；Schwarz，

1990）。有关这方面的一个预测是，情绪的影响作用依赖于对该信息



的价值判断。如果你认识到，好的情感来自于你碰巧听到的愉快音

乐，你就不再把它看做有关斯科特的有价值信息源。因此，它将不会

影响你对他的评价。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情绪只是通过情绪一致的回

忆影响判断，那么，情绪的信息价值不会决定它的作用。即使你意识

到你的好情绪与你对斯科特的评价无关，来自这种情绪激活的传播也

会使你特别激活和提取Scott的积极信息，因此，你对他的评价出现偏

差。

Schwarz和Clore（1983）对通过天气诱发情绪的巧妙研究检验了

这种观点。一般来说，人们在有阳光的日子比阴雨的日子更愉快，研

究人员因此推论如果人们对自己生活的幸福感和满意度的判断受情绪

的影响，那么，人们在晴天会报告更高的生活满意度。为了确定情况

是否如此，研究人员在晴天和雨天的周末，通过电话对伊利诺伊州立

大学的大学生进行访谈。访谈者解释说，她是从芝加哥给你打电话，

进行一个关于学生生活满意度的调查，问几个与一般幸福感有关的问

题（如，“总体来说，你觉得生活是否幸福？”），最后还询问了参

与者在此时此刻的幸福感如何。在晴天接受访谈的大学生与在雨天接

受访谈的大学生相比，在访谈时确实感到更幸福。而且，他们对生活

总体满意度的评价也与情绪一致：学生在晴天比雨天报告了更高的总

体生活满意度，如表6.2所示。

表6.2　那些在晴天或雨天接受访谈的学生在提到或没有提到天气时对他们总体生

活满意度的评价

资料来源：Schwarz & Clore (1983, 表3). Copyright 1983) by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注意：得分越高表明越愉快。

在另外一些更严格的条件下，那些在晴天或雨天接受电话访谈的

学生在开始访谈时，被访谈者不经意地问到天气：“顺便问一下，你

们那里天气如何？”。那些在晴天接受访谈的学生比在雨天接受访谈

的学生情绪更好。但是，这些学生只是刚被提醒了情绪的原因——天

气。这种提醒应该削弱情绪的信息价值——如果不好的情绪是由于坏

天气引起的，它可能不会成为评价个人总体幸福感的基础。结果发

现，对于那些提醒了天气的学生来说，天气及其引起的情绪没有对总

体幸福感的判断产生任何影响。晴天接受采访的学生和雨天接受采访

的学生报告了几乎一样的幸福水平，见表6.2下面一行。这个研究和几

个其他研究表明，我们运用自己的情绪作为总体生活满意度的一个粗

略指标，除非我们被提醒自己的情绪可能是由于像天气这类短暂因素

引起的。

应该指出的是，这些结果不能归结为情绪一致的记忆。询问人们

有关天气的问题不应该对情绪增加情绪一致内容的激活产生任何影

响。因此，这些研究结果表明，情绪对判断的影响至少在一些场合下

是由于它的信息价值。另一个从情绪作为信息的观点得出的预测也不

能用情绪一致的回忆加以解释。这个预测是：情绪对判断的作用不应

该依赖于用来引发情绪的内容与判断任务的相关程度。如果因为你刚

刚读完一个儿童死于癌症的故事而感到悲伤，然后，运用这种坏情绪

作为你对其他问题的情感指标。这种悲伤应该对与你所读故事有密切

关系的判断（例如，癌症或其他疾病）和不相关的判断（例如，你的

生活满意度，你的电视机的质量）具有同样的影响。

相反，建立在对情绪一致记忆解释基础上的网络模型认为，情绪

只是激活的几个来源之一。语义联系也增加了记忆和观点的激活。因

此，当情绪是由与判断有关的思维引起时，情绪的作用应该更强，因

为在这种情况下，诱发情绪的内容及情绪本身增加了相关内容的通达



性。如果你读完一个关于患病儿童的故事，那么与其他疾病有关的内

容会通过与疾病有关的语义联系以及它与消极情感的联系而被激活。

这些内容应该比那些与你的电视机有关的消极内容被激活得更强烈，

因为后者只能通过与消极情感的联系来得到激活。因此，如果情绪一

致的判断只是产生于情绪相关内容的启动，诱发情绪的内容与判断的

对象之间的语义联系越强，情绪对判断的作用就应该更大。但情况并

非如此。

在一个研究中，三组参与者由于阅读了一个学生因白血病、凶杀

或火灾意外死亡的故事而产生了坏情绪。第四组为控制组，阅读一篇

与死亡无关的故事（Johnson & Tversky，1983）。然后，让参与者评

估自己对18种死亡原因的担心和忧虑程度，其中包括了上面操纵情绪

的三种死因，以及与这三种原因类似的其他原因（例如，肺癌、交通

事故、龙卷风）。还要求他们估计美国每年由于以上每种原因死亡的

人数。所有三个故事都成功引发了坏的情绪，并且这些消极的情绪也

引发了情绪一致的判断：阅读了悲伤故事的参与者与没有阅读悲伤故

事的控制组相比，对提到的死亡原因报告了更大的担忧，对于死于每

种原因的人数的估计也更多。而对目前讨论更为重要的是，它们提高

了对所有风险因素的担忧的知觉，完全与参与者阅读的故事主题以及

评价风险因素之间的相似性无关。例如，阅读了死于火灾故事的参与

者与阅读了死于白血病故事的参与者相比，在对于白血病死亡频率的

估计的增加是一样的。很难根据情绪一致的记忆去解释这种与内容无

关的情绪对判断的普遍影响。不过，这些研究及相关的研究结果与这

个观点是一致的：情绪为判断提供信息（Schwarz，1990）。

总之，情绪可以通过激活与情绪有关的内容和作为与判断有关信

息的一种来源来影响判断。那么，这些作用在什么时候起作用呢？下

面我们转向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理论。



情感注入模型　Joseph Forgas提出了情感注入模型来预测什么

时候情感会影响判断，以及它是通过何种机制来影响判断的

（Forgas，1995）。这个模型认为，情感的影响依赖于个人运用的推

理策略类型。对于那些能够通过直接提取以前储存结论来进行的判

断，情感对判断产生的影响很小。如果我知道自己喜欢吃巧克力冰淇

淋，我会告诉你我爱它，不管我的情绪如何。那些很少受情感影响的

判断通常是受满足指向性目标的强烈动机所指导的，可能无视情感的

影响。那些充满情感色彩的判断——即情绪一致的判断，产生于其他

的两种推理策略。为了弄清这些问题，Forgas对社会认知领域中运用

快速、容易的启发策略、走推理捷径、花费最小精力的启发式加工，

与需要对记忆进行广泛搜索、更精细地分析和系统推理、花费更多精

力的实质性加工进行了区分。你可以回忆一下，在讨论目标对判断的

影响中也有类似的重要区分：追求快速闭合的目标导致快速和容易的

推理，也就是启发式加工，而追求准确的目标则会引起精细的推理，

也就是实质性加工。

Forgas提出，情感影响判断的机制将取决于个人运用这两个策略

中的哪一个。当人们运用启发式加工时，他们运用情绪为判断提供信

息。不对判断的目标进行精细分析，只是运用更简单的询问自己的策

略：“我对它的感觉如何？”。相反，当人们进行实质性加工时，他

们会通过记忆精细搜索相关的信息。由于启动的原因，他们提取的东

西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情绪的影响而出现偏差。因此，由实质性加工而

引起的判断会受到情绪的影响，因为它们依赖情绪一致的记忆。

不过，对于两种情绪一致判断的机制何时起作用，这种分析仍然

存在争论（Schwarz & Clore，1996）。因为它并没有弄清楚为什么所

有利用情绪作为信息的判断都被认为是建立在启发式策略的基础上。

这些判断任务中的一些，例如对生活满意度的评价或对一个人生命中

不同风险因素的担忧看起来是很复杂的。要获得对情感注入模型明确



无误的证据，引导人们对相同的判断任务用不同的推理策略是必不可

少的（可通过操纵准确性目标），表明情绪在每种策略情况下通过不

同机制影响判断。据我所知，目前还不存这类数据。

我也对这个假定存在疑问：情绪一致的判断要么产生于情绪一致

的记忆，要么是产生于把情绪作为信息，从不产生于这两者的共同作

用。利用广泛记忆搜索的复杂判断并不排除情绪作为信息的价值；个

人情感可以是许多要考虑的因素之一（例如，“他是聪明的，他是英

俊的，我为他感到骄傲”）。如果情况真是如此，情绪的信息价值和

它启动的情绪一致的记忆两者会共同地影响同一个判断。总之，有理

由相信，两种机制都能引起情绪一致的判断。

情绪作为认知策略的一个决定因素

除影响判断的内容之外，情感也会影响我们运用于判断中的认知

策略（Taylor，1991）。当情绪不好时，我们可能特别希望运用精细

的、系统的加工策略，这至少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不好的情绪可

能告诉我们遇到一个需要去处理的问题。然后动员认知资源去解决这

个问题，这种强化的加工过程也可能推广到其他的判断任务中去

（Schwarz，1990；Schwarz & Clore，1996）。其次，不好的情绪基

本上是不愉快的。为了摆脱这种不愉快的状态，我们会让自己投入到

一些分心的任务中去 (Isen，1987)。另一方面，由于同样的原因，当

情绪好的时候，我们更有理由运用启发式的、简单的加工策略。好的

情绪使我们觉得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好的，不需要仔细评价自己的环

境。这种“我有什么好担心的”心态会带到其他判断任务中去

（Schwarz，1990；Schwarz & Clore，1996）。第二，因为好情绪是

令人愉快的，我们希望延续它们，因此会尽可能避免那些破坏好情绪

的任务。艰苦的思维就被看做是这样一种任务，因此会尽可能加以避



免（Isen，1987）。愉快的情绪也可能在心里产生许多整合很好的愉

快想法；停留在这些想法上只留下很少的认知能力用于其他判断的任

务，从而引发粗略的、启发策略的加工（Isen，1987）。

尽管对情绪为什么影响认知策略的选择还存在一些争论，但几方

面的研究支持这一结论：愉快的情绪通常有利于启发策略的加工，不

好的情绪更利于系统的加工。下面讨论这个问题。

情绪与说服　目前的说服理论认为，当人们接收到说服信息时，

会对它进行系统地加工，仔细地分析论证它，以决定是否自己应该被

说服，或者运用启发式策略进行加工，利用快速和容易的线索，如果

这个人提出的信息是令人喜欢的或可信的，就不仔细分析它的内容

（见第3章）。许多研究已经表明，当人们以系统的方式加工信息时，

更可能被强论证，而不是被弱论证所说服（综述参见Eagly &

Chaiken，1993；Petty & Cacioppo，1986）。例如，当要求学生支持

在他们大学高年级进行综合考试的制度时，他们更容易被强论证所说

服（例如，这个考试会提高学业方面的水平，改善大学的全国排

名），而不会被弱的论证（例如，家长们写信支持这个考试，这个考

试将消除对其他测验的需要而削减成本）所说服（Petty，Harkins，&

Williams，1980）。不过，人们发现只有进行系统加工时，强论证比

弱论证才更具有说服力。不管什么原因，如果人们分配很少的认知资

源给予某种信息，以一种“快速和粗略的”启发策略的方式去加工

它，他们不再能发现强论证比弱论证更具有说服力；他们不再把反应

建立在论证质量的基础上，而是利用那个人传递信息的一些线索，如

吸引力、令人喜欢或传递这个信息的人的专业知识。

这种坚实的研究结果为下面的假设提供了极好的检验基础：人们

在悲伤时比愉快时应该更可能采用系统的加工。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在悲伤时，人们会对于说服信息中的论证的强度会比愉快时更敏感。



几个研究表明，通常的情况确实如此（Bless，Mackie，& Schwarz，

1992；Mackie & Worth 1991；综述参见Eagly & Chaiken，1993；

Schwarz & Clore，1996），检验情绪对反态度信息影响效应的典型结

果是，悲伤的参与者表现出相对多的态度改变，以作为对强论证的反

应，但对弱论证却不产生态度改变。相反，愉快的参与者表现出合适

的、中度的态度改变作为对两类论证的反应。他们对论证的强度不敏

感，对两种论证都表现出态度的改变。这表现为，人们在悲伤时比在

愉快时，更可能仔细注意说服信息的内容；悲伤产生系统加工，愉快

产生启发策略加工。

不过，在有些情况下，愉快的情绪也能够增加而不是减少对说服

信息的系统加工。Duane Wagener及其同事推论，在前面的研究中愉快

减少对说服信息的系统加工，是因为在那个研究中信息总是反态度

的，因此深思是令人不愉快的（Wegener，Petty，& Smith，1995）。

愉快的人为了保持愉快，会特别仔细地检查所有的潜在活动，以避免

那些会削弱自己好情绪的任何活动。他们避免仔细考虑反态度的信

息，因为这种活动可能是令人愉快的。因此，如果最初仔细的检查表

明，活动是令人愉快的，会带来好情绪，愉快的人会特别可能从事这

些活动。确实，Wegener及其同事发现，愉快增加了对如何改善寄养和

增加其福利这类信息——既不是反态度的也不破坏情绪的积极信息

——论证强度的敏感程度。

随后的一个研究表明，愉快的人对信息影响情绪的可能后果方面

的信息也是特别敏感的（“你正在阅读文章的主要性质是它使人感到

愉快/悲伤”）。当预期信息令人感到振奋而不是压抑时，愉快的参与

者更容易被强论证而不是弱论证所说服。那么，当预期信息是令人高

兴的和改善人的情绪时，愉快会增加系统的加工，而当预期信息是令

人讨厌的时，会减少系统加工。而对情绪不好的人来说，会表现出不

同的模式。Wegener和他的同事推论，当个体悲伤时，几乎任何活动都



会比思考个体的悲伤更愉快（Wegener et al.，1995）。因此，很少

有需要去对活动进行检验，以确定它们对他的感受影响如何。悲伤的

人因此会全身心地投入到出现的任何活动中去，希望这能为他们驱走

心中的不快。确实，悲伤的人表现出对信息的系统加工，不管这些信

息是令人振奋还是令人压抑的。在两种条件下，他们都被强论证而不

是弱论证所说服。

总之，有关情绪和说服的文献已经一致地表明，当我们悲伤时，

特别可能从事系统的加工。当我们愉快时，倾向于避免使自己好情绪

变得不愉快的系统加工，但是当预期信息会使自己情绪振奋时，会特

别可能从事系统加工。

情绪和刻板印象　在对他人进行评价时，情绪可能影响我们在多

大程度上利用刻板印象。一些理论家已经提出，刻板印象可能提供一

个快速、容易的评价他人的方式。在评价某个女性时，有时更容易依

靠对女性的一般预期而不是考虑和整合我们对这个女性的所有了解，

特别是当她的行为很难解释时更是如此（综述参见Brewer，1988；

Bodenhausen，1993；Fiske & Neuberg，1990）。因此，产生快速、

容易的启发式加工条件也会引起刻板印象一致的判断。这种预测的另

一个理由是，我们通常试图抑制刻板印象以避免偏见。这种抑制是需

要资源和精力的，假如在这方面投入了足够的资源和精力，我们通常

能够获得成功（Devine，1989；Kunda & Sinclair，1999）。但是，

当分配到判断任务的认知资源太少，我们试图运用花费精力少的心理

捷径时，抑制刻板印象的努力就会失败，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的

判断中就会表现出更多的对刻板印象的利用。

如果愉快使我们更可能从事快速和容易的启发式加工，它因此也

会使我们在判断中更可能利用刻板印象。一些证据表明，情况正是如

此（综述参见Bodenhausen，1993；Schwartz & Clore，1996）。在一



系列的研究中，Galen Bodenhausen及其同事调查了愉快对利用刻板印

象的影响（Bodenhausen，Kramer，& Susser，1994）。在一个研究

中，通过指导语让一半参与者回忆一件让他们感到特别愉快的事，产

生一种情绪愉快的状态。而控制组的参与者回忆一些日常的、情绪中

性的事件。然后，在一个看似无关的有关法律思考的研究中，参与者

先阅读有关一个行为不端学生的惩戒听证会的总结，然后要求他评价

这个学生的罪责。这个学生的身份是变化的，有时他的刻板印象是从

事犯罪活动群体的成员，有时不是。例如，一个案件中的情景是一个

学生攻击他的同学。告诉一半的参与者，这个学生的名字是

Hispanic（意指西班牙裔美国人——译者注），这个名字容易与在校

园可能从事攻击行为刻板印象的群体联系起来，告诉另一半参与者，

这个学生的名字没有种族方面的独特之处。

在那些中性情绪的参与者中，学生的成员身份对于参与者评价他

们的犯罪没有任何影响，在作出判断时，参与者并没有运用刻板印

象。相反，愉快情绪参与者利用了刻板印象；当这个学生属于一个可

能从事犯罪活动刻板印象群体的成员时，参与者认为学生更可能有

罪。随后的一个研究表明，愉快的学生们倾向于把判断建立在个体所

属群体的刻板印象的基础上，这是由于他们运用了花费精力少的启发

式加工（Bodenhausen et al.，1994）。当愉快的参与者被引导从事

更花费精力的加工时（告诉他们应像一个真正的陪审团成员一样，必

须为自己的判断负责），刻板印象不再对他们评价罪犯产生影响。

在这些研究中，还不清楚愉快情绪增加了对刻板印象的利用，是

因为它减少了对其他有关信息的利用，还是因为它使我们放弃了压抑

消极的刻板印象的努力。不过，在任何情况下，这一点是很清楚的：

愉快的情绪导致运用花费精力较少的加工，因此在评价他人时，增加

了对刻板印象的利用。令人欣慰的一面是，并不是在任何愉快的场合

我们都是注定有偏见的。当具有准确性动机时，我们会投入更多的精



力，这样做会停止作出刻板印象的判断。应该指出的是，这里的判断

任务是对犯罪行为定罪，是一种破坏我们好情绪的事情。这可能是为

什么愉快的人运用启发式加工处理它的原因。前面描述的情绪对说服

影响的研究表明，当要求一个人想象一些更积极的后果时，例如谁会

赢得令人喜欢的奖赏时，会表现出一种不同的模式（Wegener at

al.，1995）。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预期判断是令人高兴的和令人振奋

的，愉快情绪的人比那些处于平常情绪的人会花更多而不是更少的精

力到判断中，更少利用刻板印象。情况是否如此，还有待进一步证

明。

悲伤的情绪同样会影响刻板印象的利用。如果悲伤的情绪使我们

更可能运用花费精力的、系统的加工，它应该能减少对刻板印象的利

用。与这种预期一致，一些研究表明悲伤的人更多运用花费精力的加

工，因此在评价他人时更少利用群体刻板印象（Schwarz & Clore，

1996）。但这只限于消极的刻板印象。一系列的研究表明，悲伤减少

了对消极刻板印象的利用，但并不影响对积极刻板印象的利用

（Lambert et al.，1997）。这种由悲伤情绪引起的精细思维会使人

们认识到，运用消极刻板印象是不恰当的，因此减少了对它的运用。

相反，积极的刻板印象并不注定是不恰当的，因此对它们的利用不会

减少，即便由于悲伤引起了仔细的反思。

几方面的研究表明，情绪可能影响加工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

悲伤引起更精细的、系统的加工。愉快通常引起更粗略的、启发式的

加工。如果愉快的人预期精细的推理是令人愉快的，或如果他们有其

他的原因去从事精细的推理如准确的期望，这种倾向是可以克服的。

总之，“暖认知”这一术语被证明是相当贴切的。它不但生动说

明了判断和决策会被愿望和情绪“温暖起来”的事实，而且说明了

“暖”对认知过程的作用，以及通过认知所起的作用。动机和情绪对



运用哪种认知策略和哪些认知结构产生影响。这些反过来会使我们的

判断出现偏差。

总结

指向性目标即得出某种结论的动机，会使判断出现偏差。它们通

过有偏向地选择个人在推理过程中通达的观点和规则而产生影响：我

们特别可能通达那些支持自己期望结论的观点与规则。指向性目标也

影响投入到判断中的精力的多少；当遇到不合意的证据时，我们会特

别努力地去驳斥它。尽管动机会使判断出现偏差，但它并不会使我们

对现实视而不见。只有当能证实它的合理性时才会得出期望的结论，

但我们这样做的能力受到现实和合理性的限制。

由指向性目标驱动的推理会导致积极错觉。在这些方面它是有利

的：它能增加我们的动机、精力和面对困难任务时的毅力，最终达到

自我实现。然而，当积极错觉导致我们不重视现实中威胁的严重性，

阻止我们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时，则会使我们遇到严重的问题。

准确性目标也就是找到最好的解决方案的动机，它导致人们投入

更大的精力到判断任务中，进行更复杂和精细的推理，努力搜索最可

能的推理策略。当一个喜欢反思的策略确实更好时，会改善判断。不

过，当它们导致人们提取那些自认为更好而实际更糟的策略时，准确

性目标也会降低判断的质量。

我们具有的目标种类会受到心态的影响。在作出决策的过程中，

我们会处于一种审慎心态，要求仔细考虑所有的选择，导致准确性目

标。不过，一旦我们作出决策，会转向一种工具心态，关注已经作出

的选择，产生指向性目标。



我们的判断受到自己情绪的影响。在愉快时比悲伤时用更积极的

方式看待自己的财产、领导、幸福及其他许多问题。情绪通常影响判

断，因为它在心里产生与判断有关的情绪一致的内容。当情绪起信息

源的作用时，情绪也会影响判断；当确定对一个客体的喜欢程度时，

我们可能问自己在思考那个客体时的感受如何。有时，当前的情感也

会受其他因素如音乐或天气的影响。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情绪的实际

来源，可能错误地把它归因为所判断的客体。不过，当我们认为自己

的情绪不是一个客体的情感指标时，就像把情绪归因于不同来源一

样，它们不再影响对那个客体的判断。情绪也可能影响对认知策略的

选择：在悲伤时，我们喜欢系统的加工。相反，在高兴时，通常喜欢

启发式加工；假如我们预期自己喜欢系统加工，我们则会转向系统加

工。

第7章　自动化加工：缺乏意识、目的、

控制或努力的判断和行为

20世纪70年代中期，许多社会心理学研究都或明或隐地认为，人

能够意识到形成判断和行为的认知加工，能够监督和控制这些加工。

这种观点现在已经发生改变。当认知心理学家对这些假设开始提出质

疑时，社会心理学家很快就紧随其后。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人们已

经很清楚，许多心理过程是在几乎没有意识或目的的情况下进行的

（综述参见Uleman & Bargh，1989；Wegner & Bargh，1998）。在这

一章，我会对一些证据加以综述。这些证据表明我们能对各种物体、

人和情境作出自动化的反应，但这种自动化反应会歪曲我们的判断、

影响我们的行为，尽管我们对正在发生的这些毫无所知。



本章讨论的许多观点是有高度争议的。因此，我会把相当的篇幅

放在讨论导致这些观点的研究和方法方面，我会努力去回答这样一些

问题：我们为什么会说人们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判断受到某种因素的影

响？为什么那些只能由潜意识觉察到的刺激会使判断出现偏差？如何

才能确定人们自动化地、不费力地以及经过很少思考和分析就能很快

得出关于他人的结论的？如何才能检验人们控制自身思想的能力？

自动化加工与控制性加工

你为什么如此粗鲁地打断你朋友的讲话？为什么你决定雇佣安妮

而不是菲利浦？为什么加里让你感到很不舒服？我们经常充满自信地

回答这些关于行为、思想和感觉原因方面的问题。我们非常确定地相

信，自己能幸运地获得许多相关的信息——我们知道此时此刻自己的

头脑在想什么，知道自己喜欢的东西和不喜欢的东西，知道自己通常

是如何思考和行事的。然而，我们的行为、想法和情感也受一些自己

没有意识到的因素影响。你没有意识到你打断了你朋友的讲话是因为

你刚才阅读的文章中都是些强有力的、充满自信的人，你没有意识到

自己想雇佣一位女性的愿望导致自己以赞赏的方式看待安妮的背景，

你没有意识到加里让你感到不舒服是因为他长得像一位你憎恨的高中

老师。

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使这种观念变得通俗化：心理生活的许多方

面都是在意识之外进行的。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具有威胁性的内容

通常会被压抑到意识以下以免受到关注。而有关无意识加工的现代观

点却不需要这种主动的压抑。现代的观点认为，认知和情感系统结构

中的许多活动是不能通过简单的内省就可通达的，我们通常不能控制

和监控它们的执行过程（Kihlstrom，1987）。



对这种无意识的、自动化加工经验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在

这个时期，理论家们对自动化的加工和可控制的加工进行了区分

（Shiffrin & Schneider，1977）。自动化加工是指那些在意识之外

进行的加工；是在没有目的的情况下完成的；是不可控制的，一旦开

始就不能阻止它们；是高效率的，只需要很少的认知资源，能够与其

它加工同时进行。知觉的许多方面都是以这种自动化的方式来进行

的。例如，我们用于确定物体大小和距离的心算过程完全是自动化的

——它们不需要任何的精力和目的，不受意识监视或控制的影响。另

一方面，控制性加工则可以用一些相反的特征来加以描述——它们是

在有目的、有意识的情况下完成的；是可控制和可监视的；需要相当

多的精力，当认知资源受到限制时，它们就会受到干扰。

最初，自动化加工和控制性加工被认为是绝对分开、相互排斥

的。每种加工或者被认为是完全自动化的，即具有自动化加工的所有

四个特征；或者被认为是完全可控制的，即具有控制性加工所有四个

特征。然而，后来的研究证据表明，很少有高层次的认知加工能满足

这些苛刻的标准（Bargh，1989，1994，1996；Zbrodoff & Logan，

1986）。实际的情况是，许多加工在一些方面是自动化的，而在其他

方面又是可控制的。例如，如果你是一个有经验的司机，你可以行驶

很长距离而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驾驶汽车，你驾驶时毫不费力，还可

以边听音乐边和别人谈话。在这些方面，你的驾驶是自动化的。然

而，你的驾驶缺少自动化其他方面的特征。它不能被认为是无目的

的，你已经做了有意识的决定让这辆车行驶。你的驾驶也不是不可控

制的，在任何时候都可以选择停止它或监控它。社会判断的许多过程

都是自动化和可控制特征的混合。例如，当美国白人遇到一位亚裔美

国人时，对亚裔美国人的刻板印象会自发地出现在他们的心里，对他

们而言，这是没有任何目的的。但这种情况只是在具有充足的认知资

源时才会发生（Gilbert & Hixon，1991）。换句话说，刻板印象的激



活是没有目的的（自动化过程的一个特征），但它是需要花费精力的

（可控制过程的一个特征）。

我们的许多判断、情感和行为是自动化完成的，是受一些没有意

识到的因素影响的，是不能控制的，这种观点历来存有高度争议。这

方面的研究表明，实际情况确实如此。现在这种观点已经被广泛接

受，对于什么是自动化加工的证据已经形成了相当一致的意见。目前

研究的精力主要集中在运用这些方法去探索以下问题：我们的哪些反

应是自动化的？我们会自动化地激活和运用刻板印象吗？我们会自动

化地从人的行为来推断他的性格吗？哪些物体和事件能引起自动化的

情感反应呢？

旨在证明自动化加工的大多数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一直关注自动化

的两个标准：缺乏意识和高效率（尽管缺乏意识通常也被认为意味着

缺乏目的和控制——假如我没有意识到影响我的判断的一个因素，我

也就很可能没有让这种情况发生的打算；假如我没有意识到正在出现

的加工，就不能控制它的执行）。如何才能证明人们没有意识到哪些

因素决定他们的判断、情感和行为呢？如何才能证明一个加工的完成

是高效率的呢？下面有关自动化加工的讨论主要是围绕研究方法来加

以组织的，这些研究和方法可以回答上述问题。

缺乏意识

内省的失败

在一篇具有高度影响的文章中，Richard Nisbett和Timothy

Wilson认为，我们通常很少能通过内省进入高层次的认知过程；我们

可能完全没有意识到各种因素在影响自己判断和偏好中的作用



（Nisbett & Wilson，1977）。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政治态度的

转变是一位朋友评论的结果，对一个问题精明的解决方法实际上是由

于一位老师的微妙暗示而产生的，或者选择某个品牌的牙膏是由于它

在超市货架上的位置。在这些例子中，我们通常对自己如何形成判断

能提供自信的报告，但是这些报告是不可信的，因为它们不是建立在

直接内省的基础上。相反，它们是建立在关于哪些因素可能影响哪类

判断的因果关系理论的基础上的。

为了说明这类内省的失败，Nisbett和Wilson进行了一系列的研

究。这些研究都采取了相同的形式：一项实验显示，某个特定的因素

影响了判断，实验者对此进行了评论；那些听过这个评论的人与那些

没有听过这个评论的人相比，做出了不同的判断。然而，当参与者接

受访问时，他们否认这个因素对自己的判断产生过任何影响，通常会

坚持自己的判断是由不同的因素造成的。当有证据证明某个因素实际

产生了影响，而参与者又否认这个因素的影响时，就可以看做这是内

省的失败。

Nisbett和Wilson指出，许多经典社会心理学实验中的参与者似乎

都没有意识到其实在他们判断中起关键作用的是哪些因素。不协调理

论最重要的研究者证实，在不协调研究中这种情况是常见的；参与者

通常都否认引发不协调的操作影响了他们的态度。例如，一个经典的

研究表明，那些为加入一个群体而经受了痛苦仪式的人会更加喜欢这

个群体（Aronson & Mills，1959）。不协调理论认为，人们对这个群

体更加喜爱，只是为了证明他们经受这个痛苦仪式是合理的，否则，

这种行动看起来就是愚蠢的。然而，在这个研究中的参与者都否认这

一点，就像Aronson所指出的：“当我向被试解释这个理论时，他们一

般都会说它似乎是很有道理的，别的被试可能就是像我说的那样进行

推理的，但他们自己不是这样的。”（Nisbett & Wilson，1977，

p.238）。另外一些经典的研究也表明，周围的其他目击者和旁观者越



多，人们去帮助一位处于困境中的人的可能性越小（Latane &

Darley，1970）。然而，这些研究中的参与者通常都坚持认为，他们

的行为并没有受到他人在场的影响。

Nisbett和Wilson进行了一系列研究以证明这种现象广泛存在。在

这些研究中，他们创设一些情境，认为人们在这些情境中对影响自己

判断的关键因素会产生错误的观点。他们推论，如果人们对影响他们

判断的解释是建立在先前的因果关系理论的基础上，而不是通过直接

的内省获得的，那么，当人们判断受到那些高度反直觉的因素影响

时，人们就会提供不准确的解释。在某购物中心进行的一项研究中，

先询问那些路过的人，柜台上四双袜子中哪一双的质量是最好的，在

他们做出选择以后，要求他们说明理由。实际上，这四双袜子是完全

一样的。然而，参与者都表现出强烈偏爱最靠右手边的那一双的倾

向。但没有任何一位参与者在他们说明的理由中自发地提到袜子摆放

的位置对其选择的影响。当直接询问他们这一点时，所有的人都对此

予以强烈的否认。

在Nisbett和Wilson的另一个研究中，参与者观看对一个带有浓重

欧洲口音的教授进行访谈的录像带。在一盘录像带中，这个教授看上

去是个热情、和蔼可亲的人，而在另一盘录像带中，这个教授看上是

个很冷漠、令人不愉快的人。那些看到热情教授的参与者认为他的口

音具有独特的风格，外貌看上去很有吸引力，而那些看到冷漠教授的

参与者却认为同样的特征是令人不愉快的。很明显，教授的热情、和

蔼可亲影响了参与者对教授个人特质的评价，但参与者都强烈地否认

这一点。而那些看到冷漠教授的参与者认为因果关系的方向是相反

的；他们认为对这位教授的喜欢水平下降是因为他令人讨厌的口音、

风格和外貌。



这些类似的研究表明，我们的判断通常是自动化的，以至于我们

没有意识到判断背后的认知过程。最近，Bargh及其同事运用类似的策

略进行的研究表明，复杂的社会行为有时也可能是自动化的（Bargh，

Chen，& Burrows，1996）。在一个研究中，研究者首先启动“粗鲁”

和“礼貌”的概念，然后在一个看似无关的背景中检查这种启动是否

导致人们以一种粗鲁或礼貌的方式行事。实验中告诉参与者他们将参

与关于语言的两个不同的研究。参与者的第一个任务是整理一系列混

乱的句子。每个句子包含五个打乱顺序的单词如“he it hides finds

instantly”，要求参与者尽快构造一个有四个单词的正确句子。这个

任务是用来启动想要的概念。参与者只参与这个任务三种形式中的一

种。在第一种形式中，启动特质“粗鲁”，任务中一半的句子包括了

与“粗鲁”有关的单词，如鲁莽、粗鲁、打扰。在第二种形式中，启

动特质“礼貌”，任务中一半的句子都包括了与“礼貌”有关的单

词，如礼貌、谦虚和体贴。第三种形式是控制组，句子中包含的只是

与“粗鲁”或“礼貌”无关的单词。实验者并不知道参与者完成的是

哪种形式的任务。

每个参与者单独完成这项任务。当他们完成这项任务后，发现实

验者正与另一位对这个实验的指导语理解有困难的参与者（实际上是

实验者的同伙）进行一段冗长的对话。实验者完全没有与这名参与者

打招呼，也没有与其进行眼神接触，只是在不断地回答他提出的各种

各样的问题。这种交谈一直持续10分钟，或直到这位参与者试图用某

种方式如“请原谅”或“对不起”来打断它。就像在图7.1中所看到

的，启动的操作对于参与者是否打断实验者的谈话具有重要影响。与

那些被中性词启动的参与者相比，那些被“粗鲁”启动的参与者更可

能去打断实验者的对话，而那些被“礼貌”启动的参与者更少去打断

实验者的谈话。但是，当被问到这一点时，没有一位参与者报告启动

的操作影响了自己的行为。看来情况好像是，我们完全没有意识到情

境中的细微因素可能决定着我们的社会行为。



图7.1　在特质启动的条件下，在10分钟内打断实验者的参与者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Bargh et al. (1996, 图1, p.235). Copyright 1996) by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从这个范式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判断和

行为的原因，因为他们否认那些因素影响了他们的反应。这个范式提

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它表明人们在正确地报告影响他们反应的各种因

素方面是不可信的。这个结论及其对心理学方法的意义已被广泛地接

受。目前对此已达成共识：我们不能因为参与者说了什么就认为我们

的实验操纵已经成功地获得（或没有成功地获得）预期的效果。

但这个范式能证明人们完全没有意识到哪些因素决定他们的反应

吗？对此存在很多的争议。批评者们提出了各种理由说明为什么这个

范式不能提供无意识加工的结论性证据（Ericsson & Simon，1980；

Smith & Miller，1978）。情况可能是，参与者在作出判断和行为时

其实是意识到实际原因方面的因素的，但后来忘记了它们；还有这样



的可能，人们一直意识到这些因素影响了自己的判断，但选择性地不

报告这一点，因为他们不希望让自己看上去是愚蠢的。尽管运用于某

个具体实验时，这些及相关的解释通常是相当有趣的，但很难把它们

完全排除在这个范式之外。因此，这个范式被认为只为潜意识加工提

供了一些相对较弱的证据。运用这种方法进行的研究，通常也利用了

一些更严密的方法，因此可以排除那些运用有意识策略加工的解释

（Bargh et al.，1996）。下面我将描述可以证明潜意识会影响判断

的更严密的方法。

内隐记忆

大脑某些区域的损害会引起健忘症。健忘症病人具有正常的知

觉、语言和智力功能，但不能有意识地回忆近期的经历。如果你教这

样的病人一项新的技能、新的信息或一组新的单词，这位病人在随后

的场合里几乎不能有意识地回忆起所学的东西。确实，这位病人甚至

对发生过的教学过程也不记得。然而，神经科学家却发现了一个值得

注意的现象：尽管健忘症病人对过去的经历不能有意识地回忆，但他

们随后的判断和行为仍然受到这些经历痕迹的影响。尽管这个病人不

能回忆起这个技能的练习过程，但病人练习过的运动技能方面的表现

会得到改善。一位病人尽管不能够回忆起新学过的事实，但能够叙述

它们。一个病人不能够说出包含在单词系列中先前见过的某个单词，

当给出这个单词的前三个字母时，他却能够完成这个单词（综述参见

Schacter，1987；1996）。

关于大脑受损病人的研究对理解正常大脑是如何工作的提供了一

些新的启示。把所有这些放在一起考虑会发现，健忘症病人的记忆的

失败和成功可能意味着不止一种记忆。把外显记忆即早期经历的有意

识的回忆，和内隐记忆即过去经历对目前的判断、情感或行为的无意



识影响二者之间作出区分可能是有益的；健忘症病人明显缺乏外显记

忆，但他们的内隐记忆却没有受到损害。在正常人中是否也可以找到

这种分离呢？我们的反应会受到不能回忆起的经历的影响吗？大量研

究表明，答案是肯定的（综述参见Schacter，1987）。

如果你学习了一组包括“octopus”的单词串，并随后要求完成这

个单词填空“O _ T _ _ U S”，你会比那些先前没有在单词表上看过

这个单词的人更容易地正确完成它。这是一个标准的、并不特别令人

吃惊的启动效应。然而，令人感到吃惊的是，即使你不能有意识地回

忆起看过单词“octopus”，但你在这方面仍具有优势。在一项证明外

显记忆和内隐记忆分离的研究中，先让人们学习一组单词，然后在一

天或一个星期后让他们完成两种不同的记忆测验（Tulving，

Schacter，& Stark，1982）。一个测验采用外显的、有意识的记忆，

检查参与者是否能够再认曾经出现在单词组中的单词。给予参与者一

组单词，它们由先前看过的24个单词与新增的24个单词混合而成，要

求他们指出每个单词是否在先前学过的单词组中出现过。毫不奇怪，

参与者一个星期后准确识别他们先前学过单词的能力要比一个小时后

差很多。但在第二种测验中却出现了不同的情况，这种测验通过检测

参与者是否正确地完成先前学过单词的完形补缺来评估启动情况。那

些在单词组中曾经出现过的单词确实被启动，并且这种启动效应在一

个星期后与一个小时之后一样强。确实，被启动单词的有意再认经过

一个星期的延迟后已有实质性下降。而参与者不能回忆起的单词与他

们所能记住的单词具有同样强度的启动效应。换句话说，内隐记忆在

外显记忆下降的时候仍然保持一样的强度。其他一些研究也得出了类

似的结果（Jacoby & Dallas，1981）。它们都表明，即使不能再回忆

起某些经历，过去的这些经历却仍然能影响我们的判断。

这种不能明确回忆的先前经历有可能造成一个不幸后果，即造成

一种非故意的剽窃（Brown & Murphy，1989）。当你上一堂课、阅读



一篇文章或与一位朋友交谈时得到一种观点，它可能在随后的日子里

突然出现在你的头脑中。如果那个时候你不再能回忆起你第一次是在

哪里得到这个观点的，那么你可能就会误认为它是你自己的观点。这

也是为什么科学家和艺术家对于观点的来源常常出现争论的原因之

一。例如，弗洛伊德就描述过这个问题，当他提出一种新的理论时，

一位以前的同事指出在他提出那个理论的前几年，他就给弗洛伊德提

过这个观点。当时弗洛伊德否认了那个人说法的真实性，但令他难堪

的是，他后来确实回忆起先前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另一个著名的例子

是，披头士合唱队的乔治·哈里森在一次诉讼中被控告其歌曲《我亲

爱的上帝》（My Sweet Lord）的乐曲抄袭了Chiffons早期创作的一首

歌曲《他非常棒》（He’s so ine）。哈里森承认自己在创作这首歌

之前听过那首歌，但是他否认是有意去抄袭它。法庭最终虽然认可这

种抄袭可能是非故意的，但是从法律角度说，哈里森要为侵犯他人著

作权而负责（Brown & Murphy，1989）。控制的实验也表明，人们可

能误将他人创作的东西当做是自己的（Brown & Murphy，1989）。

一个人甚至可能不知不觉地抄袭自己的观点（Brown & Murphy，

1989）。一位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时常喜欢自嘲地叙述自己是如何提

出一个看似重要的新观点的。由于感到非常兴奋，他坐在书桌前伏案

研究这个新观点的影响及其意义，设计证明其真实性的实验。一天中

午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正在重新设计的实验来自于几十年前他

做过的博士论文……这种对别人或自己的非故意剽窃可看做是回忆记

忆来源失败的一个例子；一个人能回忆起以前遇到的信息，但却回忆

不起它的来源（Johnson et al.，1993；参见第5章）。

对内隐记忆的讨论经常避免使用“无意识”影响这个术语以避免

争论。批评者们指出，要证明在内隐测量中揭示的效应完全是无意识

的，或者通过看似没有任何意识回忆的外显测量来揭示所有的意识经

历是很困难的（Jacoby，Lindsay，& Toth，1992）。例如，当人们用



先前看过的单词完成单词补缺时，要证明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以

前看过这个单词是很困难的。即使他们不能成功地识别出某个单词在

以前的单词组中出现过，但仍然在某种程度上能意识到以前见过它。

下面所要讨论的是，当让有意识的加工与无意识的加工竞争时，这些

担心就可能减轻。

有意识加工与无意识加工的竞争

当你给一位朋友讲一个笑话时，这个笑话在你的记忆中会变得更

具有通达性，你很可能会再次讲同样的笑话。为了阻止自己变成一个

喜欢重复、令人厌烦的人，你可以有意识地回忆你已经给某个朋友讲

过这个笑话。在这个例子中，过去经历的无意识影响和对那个经历的

有意识回忆将把你推向相反的方向。如果你只是受这个笑话无意识启

动的影响，你会不断重复它。但是，如果你记得曾讲过这个笑话，你

就会避免这种重复。Larry Jacoby和他的同事认识到，这种将有意识

加工和无意识加工进行对立的范式能为无意识加工提供强有力的证据

（Jacoby et al.，1989）。

在内隐记忆的许多研究中，有意识记忆和无意识记忆能在相同的

方向上影响参与者。例如，对以前看过的某个单词的有意识回忆和被

那个单词无意识启动的经历，两者都会导致你正确地完成单词补缺。

在这种情况下，看起来无意识的启动效应实际上应归因于实验者没有

成功觉察到的意识的作用。但是,当两种过程在对立的方向起作用时，

就不必有这种担心。很明显，除非有意识记忆失败，你才会重复一个

笑话。因此，任何重复都可以被看做是无意识影响的证据。就像下面

所描述的那样，运用这种逻辑，Jacoby及其同事获得了无意识会影响

判断的强有力证据。



一夜成名　Sebastian Weisdorf很出名吗？这个时候，你可能会

说：不。你会非常自信地认为你以前从未见过这个名字。但是如果我

明天再问你这个问题，会怎样呢？这时，你已经在这里短暂地见过这

个名字，只是把它作为一个不出名人物的例子。如果你能确切地记得

你在哪里和为什么看到Sebastian Weisdorf，你会很自信地说他是不

出名的。但是如果你不记得在哪里看过这个名字，会怎么样呢？你会

觉得这个名字看上去好像有点熟悉，毕竟你以前已经看过它。如果你

把对名声的判断建立在熟悉感的基础上，你就会错误地认为这个名字

是很出名的。通过这种方式，Sebastian Weisdorf就可能会变得一夜

成名。

注意，在这个例子中有意识记忆和无意识记忆以一种对立的方向

在影响着你。读到这个名字时产生的无意识启动会导致你认为它是出

名的。但它是作为一个不出名的人的例子给出的，有意识记忆应该使

你认为它是不出名的。因此，如果你错误地认为它是出名的，那么就

是因为无意识启动的影响。为了证明这种无意识影响，Jacoby及其同

事检验了人们是否会错误地将先前看到的不出名的名字当做出名的

（Jacoby et al.，1989）。实验的第一阶段是一个有关发音准确性的

研究。在电脑屏幕上一次给参与者呈现40个不出名的人名，要求他们

大声地读出它们。在第二阶段，参与者进行名声判断，有的是立即进

行，有的是在24小时之后进行。实验时提醒参与者，他们在实验第一

阶段看到的名字都是不出名的，现在将向他们呈现一个名单，在这个

名单中，既包含那些不出名的名字，也包含新的不出名和出名的人

名。而且告诉他们，这些出名的人并不非常有名，他们也不必描述这

个人是做什么才变得有名的。然后，呈现给参与者一个名单，其中包

括那40个前面实验中见过的不出名的名字，20个新的不出名的名字，

以及60个较有名的人的名字，要求参与者判断每个名字是否出名。



当参与者立即进行测试时，与那些新的不出名的名字相比，参与

者更少错误地把先前看过的不出名的名字看做是出名的。这表明，在

他们看过这些名字的实验之后立即测试，参与者仍然能够有意识地回

忆起在哪里看过它们，因此能够避免错误地把它们认为是出名的。而

在延迟24小时以后，则出现了另一种情况。可以预料的是，这个时候

他们在回忆前一阶段实验中看过的那些名字时会有一些困难，但这些

先前看过的名字仍然会被启动。确实，在延迟24小时之后，与那些新

的不出名的名字相比，那些先前已经看过的不出名的名字被误认为是

出名的情况更常出现。对于先前看过的不出名的这些名字，错误率的

提高必然是由于无意识启动；如果参与者仍然能够有意识地记得在先

前的名单中看过哪些名字，他们就不会认为它们是有名的。在这类研

究中，无意识加工与有意识加工是竞争性的，为判断的无意识影响提

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错误的名声判断可以被看做是来源监控失败的另一个例子

（Johnson et al.，1993；见第5章）。人们能正确地辨认出一个名字

是熟悉的，但却不能正确地识别这种熟悉性的来源。他们错误地把对

这个名字的熟悉感归因于它的名声，而不是由于它们在先前的名单中

出现过。这种现象也提供了一个例子说明人们习惯利用他们的主观经

历作出判断（Schwarz & Clore，1996）。就像我们根据自己的心情来

判断自己对他人的态度（见第6章），我们也会根据提取事例的容易程

度来判断它们出现的频率（见第3章），根据被唤醒的程度来判断自己

烦恼的程度（见第6章），根据对名字的熟悉程度来判断它的声望。如

同前面的探讨所指出的，以这种方式依赖个人主观经历会产生的问题

是，我们很容易弄错经历的来源。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可能做出

错误的判断。为什么我们对自己经历的来源出现如此错误，一个原因

就是我们通常没有意识到引起这些经历的因素。



总之，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我们没有意识到各种经历对自己的判

断、思想、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即使不能回忆起这些最初的经历，这

些影响仍会持续存在。迄今为止所讨论的研究都涉及这样的情境：人

们最初意识到一种经历，但没有意识到这种经历对他们后来的反应的

影响。我们也会受自己从未意识到的经历影响吗？潜意识觉察的信息

也能对我们的思维、情感和行为产生影响吗？人们越来越一致地认为

这种情况确实能够发生，就像下面所讨论的一样（Greenwald，1992；

Kihlstrom，1987；Merikle，1992）。

阈下知觉

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在你面前闪过一些单词或图片，速度是如此

之快以至于你对闪过的东西没有任何意识，无法报告你看到了什么。

尽管你对闪过的刺激缺乏有意识的经历，但这些刺激仍然影响你随后

的反应，那么就可以认为你已经阈下或潜意识地知觉到这些刺激。许

多研究者根据这个逻辑来证明阈下知觉。现在已经有大量研究成功地

获得了证据，说明人们能够被不能报告出的见过的刺激启动：短暂闪

过的刺激能够影响那些在无意识启动任务方面的表现，如完成单词补

缺，尽管像单词再认这样的外显测量表明参与者没有意识到曾经看过

这些单词（综述参见Kihlstrom，1987；Merikle，1992）。

因为这些研究是建立在对阈下刺激的内隐和外显记忆的测量进行

分离的基础上的，那些反对运用这种分离方法去证明内隐记忆的批评

对于这些研究是同样适用的。刺激的无意识知觉的假设依赖于这样的

研究成果：外显的测量没有表现出任何有意识知觉的证据。但是我们

如何能够确认这些测量包括了全部有意识的经历呢？很难排除这种可

能性：参与者是意识到刺激的，但由于外显测量不够敏感而没有测量

到它们。就像在内隐记忆中所做的那样，通过让有意识的加工与无意



识的加工相互竞争来排除这种担心是可能的（Debner & Jacoby，

1994；Merikle，Joordens，& Stolz，1995）。

在运用这种方法进行的一个研究中，启动词（如spice）在每次实

验中短暂地呈现（Debner & Jacoby，1994）。随后给参与者一个词干

（如spi___），要求他们可用除刚刚见过的单词以外的任何一个单词

来完成它。如果参与者知道他们已经看过单词spice，就会避免使用它

来完成这个单词补缺。确实，当启动词出现的时间足够长到允许有意

识知觉时（500毫秒），那些被它启动过的参与者与那些没有被它启动

过的参与者相比，更少运用这个单词去完成补缺。这表明有意识知觉

可以成功地将这个启动词排除在外。反之，如果这个启动词出现的时

间太短不足以引起有意知觉时（50毫秒），那些被这个单词启动过的

参与者与那些没有被它启动过的参与者相比，更多地运用这个单词去

完成补缺。这些参与者不能排除这个启动词，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刚

才见过它。但它影响了他们的反应，表明那是在意识之外知觉到的。

运用这种让有意识加工与无意识加工相互竞争的方法进行的研究

所提供的强有力的证据表明，我们能够无意识地知觉，并会受那些从

未意识到的刺激的影响。而且，这些研究的结果表明，运用不太严密

的方法研究获得的下意识知觉的事实是可信的。例如，现在可以确

定，只呈现短暂的50毫秒的刺激只能够阈下知觉到。那么，可以合理

地假定，在其他研究中呈现同样短暂的刺激也涉及阈下知觉，即使那

些研究并没有使用把无意识加工与有意识加工竞争的方法。大多数探

索阈下知觉影响的社会认知研究没有使用这种对立加工的方法，而是

根据不太严密的方法在缺乏外显再认的情况下证实内隐影响。不过，

考虑到用更严密的方法进行的研究获得的这类影响的证据，认为他们

已经证明了无意识影响的假设看来是合理的。



社会心理学家感兴趣的是，更复杂的社会判断是否也受到阈下呈

现刺激的影响。许多研究表明，当一个人被某个人格特质启动时，会

影响这个人在该特质方面对他人的评价。例如，要求参与者整理一些

隐含敌意的句子（如“他踢她几下”）的任务从而启动参与者的敌

意，结果发现，这些参与者评价那些在随后不相关的情境中遇到的人

时更具有敌意（Scrull & Wyer， 1979）。John Bargh和 Paula

Pietromonaco研究了这些特质在意识之外的阈下启动时，相同的结果

是否也会出现。这些特质仍然会影响参与者的社会判断吗？在他们的

研究中，参与者首先完成一项“警觉任务”，要求他们每次看到面前

屏幕上出现一个闪光时，就按一下按钮（Bargh & Pietromonaco，

1982）。事实上，每次闪光都代表一个单词，只是呈现的时间很短

（100毫秒），接着是一连串的Xs以有效地掩盖它。在这种条件下，要

有意识地觉察到用这种方式呈现的单词是很困难的。在以这种方式呈

现的100个单词中，一定比例的单词与敌意有关（例如，敌意、咒骂、

猛击）。在不同的条件下，敌意单词出现的比例是0%、20%或80%，分

别代表对敌意没有任何启动、弱启动或强启动。

为了确定参与者没有意识到启动的单词，另一组的参与者经历了

在强启动条件下所运用的相同程序。与实验组的参与者不同的是，他

们被告知一个单词会在每次实验验中一闪而过，要求他们猜测这个单

词。他们正确猜中敌意单词的概率低于1%，表明他们不能有意识地觉

察这些单词。那么，这些不可觉察的单词是否也会影响随后的判断

呢？其他一些参与者（他们没有被要求猜测单词）接着完成另一个任

务，在这个任务中要求他们阅读一段对一个叫唐纳德的男人的描述，

他参与了一些稍带敌意的行为。在这段描述中不清楚他这样的行为是

因为他真的有敌意，还是因为情境所迫（例如，“他拒绝付租金，直

到房东重新粉刷这间公寓为止”）。尽管参与者没有意识到见过这些

敌意的单词，但是这些单词影响了他们对唐纳德的评价。他们见过的



单词越具有敌意性，对唐纳德的评价就越消极。这是证明对他人的判

断受到意识之外觉察到信息的影响的第一个研究。

自此之后，其他许多研究已经证明了阈下呈现的信息能够影响我

们的判断、情感和行为。许多这类研究一直关注刻板印象的自动激

活，在第8章会更详细地进行讨论。这里用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够了。在

美国文化中盛行的对黑人的刻板印象包含敌意的特征（Devine，

1989）。已有研究表明，这种刻板印象能被阈下呈现的与刻板印象有

关的内容激活，会影响随后的判断和行为。那些在阈下接触了与刻板

印象其他方面有关单词的美国白人，对上面描述的具有模棱两可敌意

的唐纳德的评价会更为消极（Devine，1989）。同样，那些阈下接触

了非裔美国人的相片的非非裔的美国学生，对实验者表现出更多敌意

行为（Bargh et al.，1996）。这些及相关的研究表明，与刻板印象

有关的信息能影响我们的判断和行为，即使我们从没有意识到见过这

些信息。另一个研究调查了无意识觉察到的内容对情感的影响，下面

对此进行讨论。

曝光效应　你可能听人说过熟悉导致轻视。但许多证据表明情况

并非如此。我们对于人、面孔、颜色、几何图形、气味、食物以及许

多其他东西越熟悉，就会越喜欢它们（Bornstein，1989）。Robert

Zajonc称这种现象为爆光效应，表明仅仅重复接触一个事物就足以增

加一个人对它的喜欢程度（Zajonc，1968）。现在看来，当人们没有

意识到这种接触时，仅仅接触一个事物特别可能增加对这个事物的喜

欢程度（Bornstein，1989；Bornstein & D’Agostino，1992）。

一个由Kunst-Wilson和Zajonc（1980）进行的经典研究表明，人

们会变得喜爱先前看过的事物，即使他们从没有意识到自己看过它

们。在这个研究的第一阶段，参与者与10个不规则的八角形中的每一

个接触5次。这些曝光是如此的短暂（1毫秒），以至于有意识地知觉



它们几乎是不可能的。然后，在第二阶段，每个旧的八角形与参与者

之前没见过的一个新的八角形配对。呈现每个配对时，要求参与者猜

出哪个八角形是他们之前见过的。他们的回答表明，他们不能认出之

前见过的八角形，其正确率一点也不比随机猜测的概率好（48%）。不

过，尽管没有能力识别出已经接触过的事物，参与者对这些事物的喜

欢程度却受到接触的影响：在大多数配对（60%）中，他们更喜欢旧八

角形而不是新的八角形。

随后的许多研究重复了这种曝光效应。Robert Bornstein对200多

个实验进行了元分析研究，探讨了曝光对喜欢的影响（Bornstein，

1989）。在一个元分析中，检验相同现象的许多实验的结果能够加以

整合，提供对这种现象强度的总体估计，确定影响结果的因素。曝光

研究的元分析表明，有关先前接触对于喜欢的影响，在研究中运用阈

下接触时比运用有意识接触时的实际影响会更大。受这个结论的启

发，Bornstein和D’Agostino设计了一系列实验对其进行直接检验

（Bornstein & D’Agostino，1992）。他们的研究确实证明，当刺激

在阈下呈现（例如只有5毫秒）时，与刺激用意识知觉方式呈现（例

如，500毫秒）时相比，对相同刺激（女性的相片或几何图形）的重复

接触更能提高对这些刺激的喜欢程度。

这些研究结果表明，曝光效应产生的机制可能类似于导致名字变

得“一夜成名”的机制（Jacoby et al.，1989）。情况可能是，对一

个刺激物的重复接触创造了一种模糊的熟悉感，有时也称之为知觉流

畅性。熟悉感的温暖之光被误认为是喜欢。当人们认识到这个刺激物

看起来熟悉是因为刚刚见过它，就不会把这种熟悉感作为判断喜欢的

基础。

自动化反应中的个体差异



曾一度是美国最有权力的人物之一的基辛格指出，“权力是最强

的催欲剂”。权力会自动地把性带入我们的意识吗？当一个男人的权

力凌驾于一个女人之上时，他更可能从性的方面来看待这个女性吗？

Bargh及其同事的研究表明，在权力与性之间的确存在一种自动化的联

系，但并不是所有的男人都是如此。那些对女性有性侵犯倾向的男性

更可能具有这种自动化的联系。

在有关权力-性联系的第一个研究中，Bargh和他的同事检验了阈

下接触与权力有关的词是否会导致男性自动激活与性有关的内容，是

否阈下接触与性有关的词会导致他们自动激活与权力有关的内容

（Bargh et al.，1995）。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构建了一组单

词，它包括与权力有关的词（例如，管理人员、老板、强有力的、坚

强的），与性有关的词（例如，床、约会、紧紧地、弄湿），以及中

性的词（例如，粉笔、房子）。在每一次试验中，这组词中的一个目

标词呈现在计算机屏幕上，要求参与者尽可能快地读出它的发音。不

为参与者所知的是，每个目标词语呈现之前都会有来自那组词中的另

一个单词在阈下呈现，即启动（只要在计算机屏幕上一闪而过，参与

者就经历了启动）。在不同的试验中，每个与权力或性有关的词都被

一个权力或性有关的词或中性词所启动。根据这种程序，如果目标词

能够被启动词所激活，参与者就应该能更快地对它进行发音。例如，

如果权力激活了性欲，那么当被一个权力有关的词如“老板”启动

时，与用一个中性词如“粉笔”启动相比，与性有关的单词如“约

会”将会被更快地发音。



图7.2　在性侵犯吸引力量表上得分低和高的参与者反应的平均加速（ms）。“权力

→性”描述的是，当与权力有关的单词启动时对与性有关单词的加速反应，而“性

→权力”描述的是，当与性有关的单词启动时对与权力有关单词的加速反应。

资料来源：Bargh et al. (1995, 图1, p.235). Copyright (1995) by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Bargh及其同事感兴趣的还有，是否能够识别出哪些男性特别可能

出现这种自动化启动。因此，在启动一段时间后，在两个任务之间，

要求参与者完成一份调查问卷，测量他们认为性侵犯具有吸引力的程

度。这份问卷包括一些项目，如评估强奸和强迫一个妇女做她们不愿

做的事情的吸引力，以及其他一些与性有关的项目。那些性侵犯吸引

力评分最高的25%的男性和最低的25%的男性（也就是那些认为性侵犯

最有吸引力和最少吸引力的男性）都包括在这个分析中。



就像所预期的那样，对于那些认为性侵犯是有吸引力的男性，权

力线索激活了与性有关的内容，但那些认为性侵犯没有吸引力的男性

却没有出现这种表现。换句话说，只有那些认为性侵犯是有吸引力的

男性被阈下权力启动时，对与性有关单词的反应速度会加快，如图7.2

所示。权力-性之间的联系是单向性的。启动并没有在相反方向起作

用：对任何一组男性，与性有关的单词都没有激活权力。这些研究结

果具有重要意义，它说明了权力可能影响一些男性看待女性的方式。

如果权力线索在一些男性身上自动化地激活了性思维，而他们又没有

认识到这一点，那么，权力线索可能也会导致这类男性以一种更色情

的方式来看待任何女性。如果男性没有认识到他的性思维是由权力引

发的，他可能错误地认为它是被女人的挑逗所引起的。

Bargh及其同事在随后的研究中检验了这种可能性（Bargh et

al.，1995）。这一次，他们要求一些参与者完成一组包括6个与权力

有关词语的填空（如BO_S）以启动这些参与者的权力，而其他一些参

与者则用其他的中性词来加以启动。然后要求参与者评价另一位女性

参与者的吸引力，这位女性参与者是由实验者的助手扮演的。在一项

干扰任务之后，参与者完成在前面研究中运用的评估性侵犯吸引力的

调查问卷。同样，只对那些在测量中得分最高的25%的参与者和得分最

低的25%的参与者进行了分析。

那些认为性侵犯是有吸引力的男性在被权力启动时，与没被权力

启动相比，评价实验者的女性助手更具有吸引力。而在那些认为性侵

犯没有吸引力的男性中，没有发现这种启动效应；无论启动的内容是

什么，他们对这个女性吸引力的评价都是相同的。对那些性思维是由

权力线索自动化引发的男性来说，在出现权力线索的情况下女性会更

具有吸引力。在这些研究中，权力线索是研究者构建的一系列单词，

但是我们可以想象，那些来自真实权力差异的线索会产生同样的效

果。如果一个自动化地把权力与性联系起来的男性发现自己处在一种



权力和威信高于女性的情境，会导致他认为这个女性特别具有吸引

力。因为权力在这个男性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自动激活了性思维，他

也没有意识到自己认为这个女性具有吸引力是因为她是他的下属。如

果他在另一种情境以同等地位和她见面，可能会发现这个女性更少具

有吸引力。

这些研究结果也可以形成更概括性的观点，即不同的个体对同样

的情境可能具有不同的自动化反应，这依赖于他们总的认知和情感结

构。其他一些研究也发现对相同刺激的自动化反应方面存在个体差

异。例如，非裔美国人的相片会导致一些美国白人消极情感的自动激

活。但其他一些不带偏见的美国白人和非裔美国人却没有出现这种自

动化的消极反应，一些人甚至表现出自动化的积极反应（Fazio et

al.，1995；见第9章）。对不同情境线索自动化反应的独特模式可能

存在于我们人格的最核心部分（Mischel & Shoda，1995；见第10

章）。

总之，大量的证据表明，我们的判断、情感和行为受到那些自己

从未意识到的因素的影响，受到那些有时意识到但不能回忆起来的因

素的影响，和那些能够回忆起来但其影响没有被意识到的因素的影

响。在这些方面，许多社会认知是自动化的；我们的许多判断可能受

过去经历的影响，但不能内省地通达到（Greenwald & Banaji，

1995）。例如，我们对他人的评价可能受我们对其喜欢程度、我们的

目的、心情、对其所属群体的刻板印象，以及情境中的许多方面及一

些近期经历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些影响，也不

能报告出它们，它们被认为是内隐的。而且，我们应该认识到，人们

的判断受先前的经历、态度或信仰的影响，即使他们强烈地否认这一

点（“我对他的讨厌与他的种族没有任何关系！”“尽管她不是我的

孩子，我也为她的成就感到自豪！”“我评价学生的文章，完全是根

据它们的优点；我从来不允许我的期望或情感影响我的评分。”）。



这些声明可能都是非常真诚的。尽管如此，它们可能是错误的，因为

人们只不过是没有意识到对他们判断的一些微妙影响。

效率

自动化加工的另一个特点是其高效性，也就是说，它们的执行只

需要花很少的时间和精力。甚至在严格的时间压力和认知资源稀少的

情况下，自动化加工也能完成。相反，控制的加工需要充足的时间和

资源。因此，那些希望识别和研究自动化加工的研究者们通常通过限

制参与者可利用的时间量，或用其他需要认知资源的任务使他们负担

过重，来抢占控制的加工。任何在这种严格的条件下能够完成的加工

都被认为是自动化的，是具有高效率的（Bargh，1994，1996）。

稀缺的时间

如果你刚刚看过单词“鸟”（bird），特殊种类的鸟如知更鸟

（robin），会在你的心里被高度地激活。如果随后要求你尽快地确定

知更鸟是否是一个单词时，你做这件事的速度会比你没被鸟启动时更

快。许多研究证明了这类语义启动（Ratcliff & Mckoon，1988；见第

2章）。由James Neely进行的一项重要研究表明，如果人们有足够的

时间，就不会出现这类启动效应（Neely，1977）。当人们被告知，启

动鸟之后会接着出现一个表征身体部分的目标词，如果启动词和目标

词出现之间的时间超过了500毫秒，用鸟进行启动不会激活知更鸟。这

表明在这些条件下，参与者会试图避免激活与启动词在语义方面有关

的词，而且这种努力是成功的。不过，如果启动词与目标词出现之间

的时间少于500毫秒，参与者确实会激活与启动词语义有关的词，即使

他们试着不这么做也会如此。



人们对发生得如此之快的加工不能实施控制，这一事实表明，这

些加工在几个方面是自动化的。除高效率以外（因为他们需要如此少

的时间），这种在很有限的时间内出现的加工也被认为是不可控制

的，是在没有目的的情况下出现的（因为它们即使在其目的的情况下

也会出现）。这些结论已经被广泛地接受，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任

何在少于500毫秒内出现的启动都是自动化的（Blair & Banaji，

1996）。这个假设一直指导有关情感自动化激活的研究。下面将讨论

这个问题。

情感的自动化激活　几乎对任何一个物体都会有情感的联系——

不论你是喜欢它，还是不喜欢它。你可能喜欢阳光、糖果和假期，可

能不喜欢战争、杂草和呕吐。在没有任何目的的情况下，当你遇到一

个喜欢或不喜欢的事物时，这种情感是否会自动地产生呢？当你听到

单词“假期”时，你会体验到一种自动化的愉快反应吗？当你听到单

词“呕吐”时，你会体验到一种自动化的厌恶反应吗？如果情感能自

动地被这些单词激活，被激活的情感就会延续到其他判断的任务中

去。Russell Fazio及其同事认为，通过检验对随后判断的影响来探究

自动引发的情感是可能的（Fazio et al.，1996）。

为了理解他们实验的逻辑，设想一下你被要求尽可能快地判断

“有吸引力”这个单词是好还是坏。对你而言，要做出这个判断，好

或坏的表征必须达到临界以上的激活水平。一旦达到这种水平，你就

会作出反应。现在，如果你正在思考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如阳光，并

且阳光已激活了你的积极情感，那么，“好”就已经得到了一些激

活；达到临界阈限并不需要太多激活，你就能更快地做出反应。总

之，接触阳光会加快你作出“有吸引力”是好的判断。同时，它会放

慢你作出“令人厌恶”是坏的判断。这是因为坏的激活会由于阳光引

发的积极情感而受到抑制和削弱，因此“坏”激活要达到临界水平会



需要更多的激活和时间。同样，接触“呕吐”会加快你作出“令人厌

恶”是坏的判断，减慢你作出“有吸引力”是好的判断。

Fazio及其同事认为，情感最可能被那些人们具有强烈感受的事物

自动地引发（Fazio et al.，1986）。因此，在他们每个实验中的第

一步，都是让每个参与者去识别一系列带有强烈情感反应的事物和只

引起弱情感反应的事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要求参与者尽可能

快地通过按键去表明每组70个事物中的每一个是好还是坏。在参与者

反应速度的基础上，构建对每个参与者一系列的强启动。这个系列中

包括参与者对“好”反应最快的四个单词（常见的例子是礼物、音

乐、宴会和蛋糕）以及对“坏”反应最快的四个单词（常见的例子是

死亡、地狱、枪和犯罪）。对于每个参与者构建另一系列的弱启动。

这个系列中包括参与者反应最慢的四个好的和四个坏的单词（通常好

的例子包括交叉路口、共和党，坏的例子包括迷宫、放射物）。运用

这个系列的启动，实验者能够用那些对每个参与者来说具有强的或弱

的事物（对应的是积极或消极情感）来启动每个参与者。

在这个实验的第二阶段，每次向参与者呈现一个目标词，有的是

积极的（例如，吸引人的、令人愉快的），有的是消极的（例如，受

排斥的、糟糕的），要求他们尽快地判断它是好还是坏。每个目标词

之前都有一个积极的或消极的启动，这些启动或者是来自于独特的启

动系列词，或者是一个字母串（例如，BBB），它们作为基线，据此对

启动的反应进行评价。启动呈现的时间非常短（200毫秒），目标词在

很短的间隔（100毫秒）之后再呈现。在参与者表明目标词是好还是坏

之后，要求他们背诵启动词。这样做是为了确保他们读过它。应注意

的是，从启动到目标词出现之间的间隔只有300毫秒，远低于自动化加

工分界点的500毫秒。而且，因为没有要求参与者注意启动的情感词的

含义，或运用这些于他们判断中，他们就不可能有意识地打算这么

做，因此，用充满感情色彩的词进行的启动被认为是自动化的。



对目标词的反应确实受到启动的影响。当参与者被非常积极的词

如“礼物”启动时，他们会更快地判断像“有吸引力”之类的词是好

的，而相对慢地判断像“令人厌恶”这类词是坏的（与基线的反应相

比较）。同样，当他们被一个非常消极的词如“死亡”启动时，会更

快地判断像“令人厌恶”这类词是坏的，而相对慢地判断像“有吸引

力”这类词是好的。总之，强启动的自动化情感反应加快了对具有一

致情感词的反应，减慢了对不一致情感词的反应。

由强启动所引发的情感反应的影响是自动化的。进一步的证据是

由一个后续的研究提供的，这个研究中启动开始和目标对象呈现之间

的间隔是变化的（Fazio et al.，1986）。当间隔非常短暂时（300毫

秒），上面描述的启动效应就能够出现，但当间隔长到足够允许可控

制加工时（1000毫秒），启动效应则不会出现。在长时间间隔的情况

下，情感启动的消失可能有几方面的原因。它可能只是由于启动的情

感快速消失了。它也可能是由于参与者试图主动去压抑它，因为它看

起来与任务无关，但只有在时间足够长的情况下才能这么做。无论是

哪一种情况，这个研究结果都强化了这样的解释，即获得的启动影响

是自动化的，正如上面所讨论的，任何在非常有限时间内出现的加工

尤其可能是自动化的。

在这两个研究中，弱启动并没导致类似的启动效应，这表明并不

是所有的事物都会引起情感的自动激活。尽管如此，这种自动化的激

活是非常普遍的。由Fazio和他的同事进行的第三个研究发现，即使是

在弱启动的情况下，也获得了情感启动（Fazio et al.，1986）。而

且，由Bargh和他的同事进行的一系列研究表明，能够引发自动情感反

应的事物范围是很广的（Bargh et al.，1992）。这类自动化的反应

并不限定于带有极端感情色彩的词汇，如“礼物”和“死亡”。Bargh

及其同事运用与Fazio及其同事所使用相同的程序的研究表明，那些不



极端的、很平常的词语如“杂志”、“衣服”、“垃圾”和“遗留

物”也能引起自动化的情感启动。

在上面描述的研究中，参与者都参与了一个评价任务（“有吸引

力”是好的吗？），这个任务也可能导致他们关注启动词的情感涵

义。这是为什么与启动有关的情感被激活的主要原因吗？显然不是。

另外一些研究表明，即使在缺乏任何评价目的的情况下，情感也能通

过适度的积极单词和消极单词自动化地被激活（Bargh et al.，

1996）。在这些研究中，只是要求参与者读出那些先前用于正启动或

负启动的积极或消极的单词。同样，启动词和目标词出现之间的间隔

要足够短，以确保启动是自动产生的（300毫秒）。当目标词被一致情

感词启动时，与被不一致情感词启动时相比，参与者读出这些目标词

的速度会更快。即使当启动和目标词两者都只是适度令人愉快的或令

人不愉快的，在语义完全无关的情况下，也出现了同样的结果。例

如，用“牙医”启动加快了对“考试”的反应，用“馅饼”启动加快

了对“牧师”的反应。我们似乎对日常生活中偶然遇到的一些事物，

也可能是大多数的事物都具有自动化的情感反应，这些反应会影响我

们思考这些事物的方式。如果我们对某个事物的态度越具有通达性，

对它的自发情感反应就会越强烈（Fazio，1993）。

因为由喜欢和不喜欢的事物所引发的情感影响是自动化的，所以

情感启动可以作为人们对各种事物、问题或个体感受的微妙而不可控

制的指标。我们不能对这个加工进行控制也表明，情感启动不会受到

任何隐藏我们的情感、以从最好的角度表现自己的愿望所干扰。例

如，顽固的美国白人可能不愿意告诉你他讨厌非裔美国人，但他们的

反应时会揭示出他们的真实感受（Fazio et al.，1995；见第8章）。

至此我已指出，一种认知加工要表明它是有效率的，只要证明它

即使在高度有限的时间内也能快速产生就可以了。一种认知加工也可



以被认为是有效率的，只要证明它在认知资源非常有限的情况下也能

完成，就像下面将讨论的一样。

稀缺的资源

我们的认知和注意资源是有限的。在从事一项认知要求高的任务

时，我们可能只会剩下很少的资源分配给其他的任务。当你在驾驶

时，遇到一段很差的路段，你不得不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到路面上。结

果你就不能继续一段正在进行的谈话——你只有很少的资源分配给

它。同样，当你在晚会上和一位朋友正进行一段愉快的谈话时，你可

能就无法听到周围其他人的谈话；你不会注意或记住他们说了些什

么。但你仍然可以完成一些其他的活动——在整个谈话中，你可以继

续喝你的饮料。而且，尽管你没有听到其他人的谈话，但当某个人突

然提到你的名字时，你会很快注意到。当你从事一项认知要求高的任

务时，那些能够继续进行没有受到干扰的活动被认为是相当自动化

的，因为它们是高度有效率的；也就是说，它们只需要很少的认知资

源。

控制的加工需要大量的认知资源，因此，当认知资源受到限制时

就会中断。相反，自动化的加工是高效率的，在只有最小限度认知资

源的情况下加工过程也不会中断，可以继续下去。这种观点导致了一

个重要的启示：通过增加认知负荷，观察加工过程是否会中断，以确

定一个加工过程是控制的还是自动化的，这是可能的。当增加一个需

要认知资源的其他任务时，如果这个加工过程能够继续而没有中断，

它就被认为是自动化的。但如果加工过程由于认知负荷而中断的话，

它就被认为是控制的加工。这个启示已导致了许多实验去检验高认知

负荷（例如，通过要求参与者记一长串的数字）对于各种任务的影响



（Bargh，1994，Wegner & Bargh，1998）。一个有影响力的研究探究

了人是如何对他人的行为进行归因的，下面对此加以讨论。

归因中自动化和控制的加工　设想一下，你正在观察下列的事

件：拉里嘲弄和取笑贾斯廷，贾斯廷感到生气并且殴打了拉里。你怎

样解释贾斯廷的行为呢？你怎样看待贾斯廷呢？Daniel Gilbert及其

同事的研究表明，在这种情境中，对人的知觉包括三个部分：行为的

归类（殴打是一种攻击性行为），行动者的性格描绘（贾斯廷是个具

有攻击性的人），以及考虑情境因素对性格描述加以矫正（贾斯廷是

被拉里惹怒的，所以他可能根本不是一个具有攻击性的人）。Gilbert

及其同事认为，归类和性格描绘的过程是相对自动化的，而矫正过程

则是需要更多认知资源的、控制的过程（Gilbert，Pelham，&

Krull，1988）。归因的发生有两个阶段：人们首先以一种相对自动化

的方式对行为进行归类和描绘行动者的特征。这导致他们认为这个人

具有某种特质，该特质隐含在他或她的行动中（贾斯廷是有攻击性的

人）。然后，他们会通过考虑情境中的限定因素来矫正这种归因，但

只在具有充足认知资源的情况下才会这么做。

如果特质推理是自动完成的，而根据情境限定因素进行矫正的过

程需要花费精力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矫正过程就会由于认知负荷

而中断。当你全神贯注时，你能不费力就得出结论：贾斯廷是个有攻

击性的人。但你不会考虑到他受到的挑衅；你不会拥有这种矫正过程

中进行仔细思维所必需的资源。这种分析的一个意义是，当人们认知

负荷很高时，他们更容易犯基本归因错误（也称为一致性偏差）。回

想一下，这个错误涉及过高估计行为产生时特质的作用和贬低情境的

作用（综述参见Jones，1990；见第9章）。如果人们只在具有充足的

资源时才考虑情境中的限定性因素，那么当资源大大减少时，他们低

估情境作用的倾向将会大大增加。Gilbert及其同事在一系列研究中对

这些预测进行了探究。



表7.1　参与者对目标对象有关流产态度的知觉是他们只有一个认知任务（听对象

的演讲）还是有额外任务（在心里演练自己随后的演讲）的函数

资料来源：Gilbert (1998, 表4, p.737). Copyright 1998) by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注意：数值越高表明越赞成流产的态度。

回想一个关于一致性偏差的经典研究。在这项研究中，要求参与

者在阅读一篇由一位学生所写的支持或反对某个人的文章，然后，要

求参与者评价这个学生对这个人的态度（Jones & Harris，1967；相

关讨论见第3、6、9章）。一个有趣的结果是，与反对这个人观点的文

章相比，当文章的观点是支持这个人时，参与者认为文章作者的真实

态度是更支持这个人的，即使他们知道这个学生只是按照要求写这篇

有争议的文章时也是如此。换句话说，他们对这个人的归因与他表达

出的态度是对应的，并没有充分考虑他所处情境中的限定因素，即事

实上他是按要求表达出这种态度的。

Gilbert及其同事重复了这项经典研究，只是增加了一半的参与

者，让他们处于高认知负荷的情况下（Gilbert et al.，1988）。参

与者听一个学生阅读一篇按要求写的支持或反对流产的讲话稿。其中

一半参与者只是听一下这个讲话。而另一半参与者则是带着期望在

听，因为他们自己在随后的阶段中也要写和读一篇讲话稿。可以假

设，这种期望会导致他们在听这个学生读他的讲话时，在心里计划和

演练自己的讲话稿；这些很需要认知资源的活动将大大消耗参与者能

够用于思考这个学生的资源。如果人们根据情境限定因素矫正自己归



因的能力依赖于充足的认知资源，那么，那些在心里演练自己随后的

讲话稿这一额外任务的参与者，应该在考虑这个目标对象的情境限定

因素方面存在更大的困难；他们对这个学生真实态度的知觉应该更接

近于他讲话的内容。

如表7.1所示，情况确实如此。在相对较低负荷的情况下，参与者

确实表现出一致性偏差：与阅读反对流产讲话稿的学生相比，当学生

阅读的是支持流产的讲话稿时，参与者会认为这个学生更赞成流产。

而那些在高负荷情况下的参与者，这种偏差实际表现得更大；他们更

少考虑到这个学生是按照要求写这个讲话稿的，更多地把对这个学生

真实态度的评价建立在他讲话的内容上。

在一系列相关的研究中，Gilbert及其同事通过运用多种认知负荷

的操纵重复了这些研究结果。这些研究包括要求参与者记住一长串的

数字或单词，要求他们对屏幕上一闪而过的字母进行监视并且做出反

应，以及要求他们努力引别人发笑（综述参见Gilbert，1989）。就像

上面研究所描述的一样，普遍的研究结果是，高认知负荷并不会干扰

人们推论与行动者行为对应人格的能力，但高负荷确实妨碍了他们根

据情境的可能作用来矫正推理的能力。

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当我们看到另一个人表现出攻击行为、讲笑

话或向他人伸出援助之手时，我们会自动地认为这个人的基本人格是

与我们观察到的行为是一致的。即使当时全神贯注于其他认知任务，

我们仍然“看到”这个人是有攻击性的、爱开玩笑的或乐于助人的

（Trope & Alfieri，1997；Winter，Uleman，& Cunniff，1985；见

第9章）。这些人格特征的描绘是以相对自动化的方式完成的，考虑情

境的限定因素需要控制的费力的加工，当人们全神贯注于其他任务

时，这种加工就可能中断。那么，我们经常犯基本归因错误的一个原

因似乎是，我们太专注而没有考虑到情境对他人行为的影响，尽管这



种专注并不是基本归因错误的唯一原因。要矫正情境作用的影响，我

们首先必须认识和了解这种影响。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核心教训之一

是，人们常常不能成功地理解和意识到情境的力量（综述参见Ross &

Nisbett，1991）。当我们不理解人们的行为受所处的环境影响时，仍

然会犯基本归因错误，不论认知资源多么丰富。

认知负荷的操纵一直被用于检验社会认知其他各种方面的自动

化。例如，它表明刻板印象的激活并不是完全自动化的；当资源稀缺

时，它就会中断（Gilbert & Hixon，1991；见第8章）。它也表明，

人们以一种相对自动化的方式把自己与他人进行比较（不！她确实做

得比我好！），但只有他们有充足的资源时，才会考虑自己和他人的

环境差异（啊，她得到了更多的指导；Gilbert， Giesler， &

Morris，1995）。而且它也表明，抑郁的个体比非抑郁的个体更多地

加工有关自我的负面信息；非抑郁的个体在处于高认知负荷的情况

下，加工有关自己的负面信息时会有困难，而那些抑郁的个体即使在

认知负荷过重情况下仍然能够迅速地加工这些负面信息（Bargh &

Tota，1988）。在这些研究中，一种加工如果没有由于认知负荷而中

断，就会被认为是相对自动化的；如果它被中断，就会认为是控制

的。这个逻辑也被用于探究努力控制和压抑不想要的思想过程，就像

下面要讨论的一样。

思想控制中的反向过程　当你阅读下面这一节的时候，请试着不

要去想你的母亲。我们通常很擅长于控制自己的注意力、思想和感

受。我们能够成功地将注意力集中在重要的任务上，同时忽视无关的

干扰物，能够在要求严肃的场合中避免引人发笑的思想，在自己想放

松睡觉的时候就放松去睡觉。但无疑你也会注意到，你不是总能成功

地控制你的思想和感受。确实，我们常常会受到自己试图抑制的思想

的折磨。当你在节食时，你会发现自己想的只有食物。当试图忘记一

段不愉快的经历时，你却会不断地回想起这段经历。当你决心避免根



据消极的种族刻板印象去看待某个人时，你会发现当你遇到某个人

时，这种刻板印象会自动出现在你的心里。而且，我怀疑你刚才一直

在想你的母亲，尽管你一直试图按要求的那样不要去想。

Daniel Wegner指出，我们心理控制的努力通常产生的不只是失

败，更糟的是我们试图抑制的某种思想反而得到加强。换句话说，当

我们努力控制自己的思想时，常常经历一种反向的逆转：我们越试图

抑制一种思想，它就越折磨我们（Wegner，1994）。为什么我们在一

些场合心理控制的努力能够成功，但在另外一些场合却戏剧性地失败

了呢？Wegner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心理能量的可利用性。当我们有

充足的认知资源时，心理控制是成功的。但当我们的资源因为分心、

疲劳、全神贯注或其他原因而耗尽时，控制的努力不仅会失败，而且

会导致反向的逆转。

心理能量对于心理控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成功的心理控制

需要两个步骤：我们需要抑制不想要的思想，以及需要记住什么是我

们要努力抑制的。实现这些目标需要两个过程：（1）有目的地搜索分

心物。当我们努力不想食物的时候，必须寻找其他事情来想——运

动、政治、工作、朋友，除了食物以外的任何东西。这种搜索过程是

控制的和需要花费精力的，当认知资源被耗尽时，就会中断。（2）对

目标对象的自动化搜索。为了努力不去想食物，我们需要监视任何与

食物有关的思想，这样才能压抑它。这种监控是在意识之外完成的，

需要很少的精力。



图7.3　在高强度或低强度的时间压力下，对与目标相关的线索作出反应时，目标词

（参与者尝试抑制或是集中注意的单词）被提及的平均次数。资料来源：Wegner &

Erber (1992, 图1, p.906). Copyright 1992) by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当我们具有充足的认知资源时，这两个过程会联合起作用，产生

成功的心理控制。对分心物的有目的搜索代替了希望抑制的想法，占

据了我们的心理。同时，对不想要的思想信号的自动化搜索仍在私下

进行着，当这种思想的任何痕迹被觉察到时，对分心物的重新搜索又

开始了。但是当认知资源稀缺时，心理控制就会失败。由于资源的减

少，我们不能对分心物进行有效地搜索，但是对抑制内容的自动化搜

索却仍在继续，没有中断。换句话说，我们搜索那些自己希望避免的

思想，但当我们找到它们时，不能保证自己会免受这些思想的影响。

最终的结果是出现了反向的逆转——我们变得对自己希望抑制的思想

非常敏感。



为了阐明被抑制思想高通达性研究的特色，我希望你尽力不要去

想“房子”这个单词。然后，你会看到一组单词。当你读到每个词

时，你要完成的任务是提出一个与它有关的联想，并大声地说出来。

你完成这个任务必须非常地快，每个单词只有3秒钟。而且要记住，你

应该仍然努力不去想“房子”这个词。现在请你提出与下列每个词有

关的联想：山、家、公共汽车、小孩、屋顶、驾驶、小、砖。

假如你发现自己说出“房子”作为对这些词中某些词的反应时，

你并不是唯一这么做的人。在一个运用这个任务的研究中，要求参与

者集中精力在一个目标词上（如“房子”），或者尽力不要去想它

（Wegner & Erber，1992）。然后，要求他们回答对一系列提示词

（如“家”、“屋顶”）的联想，它们中的一些与目标词有关（例

如，“家”、“屋顶”），一些与目标词无关（如“山”、“公共汽

车”）。他们对一半提示词的反应是在高时间压力（3秒之内）的情况

下进行的，对另一半提示词的反应是在低时间压力（10秒之内）的情

况下进行的。在高时间压力的情况下，心理能量是受到严格限制的，

这是容易产生反向逆转的环境；当操纵是在缺少认知资源的情况下进

行时，那些试图抑制单词“房子”的人更可能把这个词作为对相关线

索的反应。就像在图7.3中所看到的，情况就是如此。

在低时间压力的情况下，参与者抑制目标词的努力是成功的：那

些试图抑制这个词的人与那些集中注意力于这个词的人相比，把它作

为对相关线索的一个联想物的可能性要小得多。但心理控制在高时间

压力的情况下，会中止并产生事与愿违的效果：那些努力抑制这个单

词的参与者比把注意力放在这个词上的参与者报告它的机会更多。换

句话说，当心理能量受到高时间压力限制时，人们努力抑制的思想反

而会变得具有高的可通达性。



Wegner及其同事在一系列的研究中获得了相似的反向逆转，这些

研究主要检验了对心理能量进行不同限制的情况下心理控制的不同尝

试（Wegner，1994）。这些研究的结果是非常一致的：在正常的认知

负荷情况下，人们表现出有效的心理控制。例如，只要人们努力，他

们能够阻止自己出现性别歧视联想，或者快速进入睡眠，或者使自己

感到快乐或悲伤。但是，当要求人们记住一系列的数字，处于严峻的

时间压力之下，或者用吵闹和烦人的音乐轰炸他们，使得他们的认知

资源稀缺时，对心理控制的所有努力就会导致反向的逆转。在这样的

环境下，试图使自己悲伤的人反而会变得快乐，尽力避免性别歧视的

人会变得更倾向于性别歧视的反应，试图快速入眠的人相反会保持更

长时间的清醒状态（Wegner，1994）。

当人们在认知资源稀缺时，努力控制他们的思想特别可能导致反

向逆转的研究结果对Wegner的观点提供了支持：当心理资源稀缺时，

心理控制的努力会引发破坏性的控制加工；同时伴随着对不想要的思

想的自动搜索，这种搜索即使在资源受到限制的情况下也会继续而不

会停止，导致努力避免的思想反而具有高度的可通达性。

总之，由于研究者们认识到可通过在认知资源稀缺时加工过程仍

能继续而不被中断来证明高效的自动化加工，已经成功地促进了对许

多加工过程的自动化的检验。这些研究对于像基本归因错误和刻板印

象这类的老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而且开辟了对心理控制这类新

领域的探究。这些研究已经表明，我们的许多认知过程是可以自动地

开始和完成的。下面我来讨论心理加工是如何变成自动化的。

形成自动化反应

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很清楚地知道，大量的思想、感受和行为

都会由于某些线索的结构而自动化地被引发，没有任何的目的或意



识。我们从人的行为中自动地去推论他们的性格，自动地体验对各种

事物的情感反应，我们的行为自动地与最近经历暗含的特质保持一

致，也自动地参与其他各种各样的心理加工。在我们的自动化反应中

也存在着差异。例如，一些人在用权力作为线索时会自动地想到性，

但其他一些人却不会。

是什么产生了这些自动化反应呢？为什么我们对不同线索的自动

化反应不同呢？Bargh在他提出的解释自动化思想、感受和行为的自动

化动机模型中指出，自动化反应是从经验中习得的（Bargh，1997）。

如果我们在每次遇到一个事物时都对它有相同的反应，那么，我们将

在这个事物和对它的反应之间建立一种很强的联系；一旦产生这种联

系，这种反应在我们遇到这个事物时就会自动地产生。例如，如果每

次我们看到一个人在打别人时，都会认为这个行为和这个人是具有攻

击性的，最终无论什么时候观察到这样的行为，就会自动地想到“攻

击性”。同样，如果每次我们遇到呕吐物都会感到厌恶，最后只要想

到呕吐就产生厌恶感。一些自动化的联想如一见到呕吐物就产生厌恶

感是普遍存在的。但是由于我们经验的很多方面都是独特的，我们会

形成自己所特有对不同线索结构的自动化反应。

对这种模型的一些支持来自于由神经科学家Joseph LeDoux及其同

事进行的动物研究（LeDoux，1996）。在探究动物学习对一种声音感

到恐惧（因为这种声音的出现伴随着电击）的神经通路时，LeDoux及

其同事们得到了一个有趣的发现：像所预期的一样，动物在表征这些

声音感觉特征的大脑区域（感觉丘脑）以及对这类感觉信息进行加工

的高级区域（感觉皮层）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转而它又与情感反应

的大脑区域（杏仁核）建立了联系。LeDoux称这种通路为高路，它表

示这样一个过程：在知觉到刺激物之后，动物会识别它，分析它的意

义，然后以恰当情绪作出反应。但除了这种高路以外，动物还建立了

一个低路，即在感觉丘脑和杏仁核之间建立了一种直接联系，感觉丘



脑表征这些声音的感觉特征，而杏仁核负责情绪反应，完全绕过了分

析刺激物意义的感觉皮层。这个直接通路常允许一个人在充分了解自

己对什么作出反应之前就有了快速的情绪反应。这样，它为Zajonc提

出的具有争议的观点“喜好不需要任何推理”提供了有说服力的证据

（Zajonc，1980）。而且，这个直接的通路指出了自动化情感反应获

得和产生的机制。

神经科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及其同事指出，这种获得的自动

化情绪反应在人类决策过程中起关键作用（A.Damasio，1994）。这种

观点是通过对大脑受损个体的行为检查而产生的。这些人的受损部位

集中在前额皮层，这是一个控制情绪反应的区域。他们的认知能力看

起来是完整的：他们看起来聪明、知识渊博，在智力测验方面的表现

与正常人相当，能理解和认识各种行为的后果，并且能够区分恰当的

和不恰当的社会行为。然而，他们在日常决策方面却是灾难性的，他

们会犯一些付出极高代价的人际关系和专业方面的错误，很难在他们

受伤害前已经成功的工作岗位上再继续坚持下去，在一些误导性的商

业风险投资方面浪费金钱，倾向于在个人关系中经历很大的不协调。

为什么这些个体会如此呢？他们看起来完全认识了到不恰当行为的严

重后果，可为何又不顾后果从事这些行为呢？

达马西奥及其同事推论，这可能是由于病人体验情绪的能力受

损。他们认为，情绪在警告我们哪些事实是值得担心的方面起关键的

作用；它们所起的作用就像红灯一样，提醒我们正经历危险的信号

（或者在积极情况下，信号表示一切正常）。你可能想起社会心理学

家已经描述过唤醒的重要作用，它向我们发生信号，我们在担心正在

做的或观察到的某些事情；只有当体验到的唤醒可归因于某个威胁

时，我们才会进行动机性推理以减少这种威胁（Zanna & Cooper，

1974；见第6章）。社会心理学家也指出，当我们试图确定自己的态度

和信仰时，可能会利用这类情绪反应（Schwarz & Clore，1996；见第



6章）。达马西奥及其同事已经扩展了这种观点，将它应用到更广泛的

行为或决策中；他们认为，只有当我们的情绪告诉自己在关心什么

时，才会有压力去作出正确的选择。而且，由于经验的作用，恰当的

情绪将会自动地产生，指导我们的决策，尽管我们不能完全弄清楚自

己为什么作出某种选择。

一个创造性的研究为这些观点提供了支持（Bechera et al.，

1997）。让正常的个体和前额受损的病人完成一项赌博的任务：给予

每个参与者复印的2000美元，告诉他们在纸牌游戏中要尽可能使自己

的利益最大化，使自己的损失最小化。这个游戏进行100次，每一次他

们都要从四副纸牌挑出一张牌。在每副牌中的大多数纸牌都是有奖金

的（当这张牌被翻开时，奖金就清楚了），但不可预测的是，每副牌

中有一些牌是带有罚金的。事先并没有告诉参与者这一点，只是告知

有两类牌：A和B牌不但有高奖金（100美元），也有高罚金；从长远来

看，玩这种牌总的来说会导致金钱损失。相反，C和D牌只有低奖金

（50美元）和低罚金；玩这种牌通常总体来说在金钱方面是有所收益

的。参与者与一个仪器连接着，可记录参与者在挑选每张牌之前的皮

肤电反应；这可提供对他们生理唤醒情况的测量。另外，在他们完成

第20次试验时和随后每完成10次试验时，要求他们报告自己是如何对

这个游戏加以概念化的，他们正在运用什么策略。

结果很令人吃惊。正常人在遇到一点损失以后（通常是在10张牌

时），当他们拿到的是“差”的那副牌时，开始出现皮肤电反应升

高。换句话说，他们会经历预期的唤醒，就像他们预期会出现惩罚一

样。他们开始彻底改变他们的偏好，对好牌的喜爱超过了差牌。但即

使到第20张牌时，正常人报告他们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换句话说，

在他们意识到一副牌比其他副牌更好之前，这些个体正在通过自动的

情感反应指导作出有利的选择。一旦他们意识到几副牌之间的差异



（通常是在第50次试验和第80次试验之间），他们会表现出对那副好

牌的极端偏好。

而大脑受损病人表现出一种很不同的模式。这些病人从没有经历

预期的唤醒；当他们拿到的是差的那副牌时，他们的皮肤电反应并没

有任何升高。而且，即使他们认识到哪副牌被证明是更有优势的，这

些病人还会继续做出不利的选择，偏好“差的”那副牌，尽管他们知

道它会产生短期的收益但总体来说却会导致损失。这些病人似乎缺少

表明危险的情绪“红灯”；因此，即使他们意识到危险，但仍会忽视

它。自动的情绪反应看来能够快速习得并指导我们的决策，即使在缺

乏有意识的知识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但若没有这些情绪反应，即使我

们认识得再好，也可能做出愚蠢的行为。

迄今为止，对于形成复杂判断和行为自动化反应的研究很少。不

过，尽管还不能准确地了解这些自动化的反应是如何建立的，但如我

们所看到的，大量的证据表明这些自动反应的存在——许多不同类型

的思想和行为已经表明它们是自动化产生的对情境线索的反应。我们

每个人都有一种独特的自动化反应结构，当我们遇到各种个体和社会

情境时，就会经历自动化的反应。我们可能意识到了其中的一些，了

解到了一些例子，如呕吐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厌恶感，但也可能完全没

有意识到其他的一些，例如，熟悉滋生喜欢。而且，一些复杂的社会

判断包括自动化的、无目的的反应与需要更多控制和精力的思维之间

的相互作用。通常我们很难说明，仔细推理的尝试是否及在多大程度

上被无目的、不想要的自动化联想所污染。例如，一位男性经理很难

确定他对女秘书的喜欢在多大程度上是受她的行为、外貌、自己对她

的权力、自己在工作中的心情，或自己对女性和女秘书刻板印象的影

响。虽然，由于自动化反应的本质特点，我们通常没有意识到自己的

自动化反应，但我们应该意识到自己和他人可能经历过这种反应。而



且，人们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判断受到了某一特殊因素的影响，这并不

能作为他们事实上没有受这种因素摆布的无可争议的证据。

总结

我们的许多心理过程都是自动进行的。与控制性加工不同，自动

化加工出现在意识觉知之外，无需目的就能实现，是不可控制的（即

个人不能阻止它们），或高效率的（即需要很少的认知资源）。

我们的判断、感受和行为能够受到自己从未意识到而只是阈下接

触的因素、在某个时刻意识到但不能回忆起来的因素，能够回忆但没

有意识到它的影响的因素所影响。因此，我们对其他人的评价，不可

避免地受到我们对他人的喜爱、我们的目标、我们的心情、我们对他

人所属群体的刻板印象、情境中的许多方面及近期一些经历的影响，

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些因素的影响。因此，人们报告他们判断和行为的

理由可能并不总是真实的；人们可能只是没有意识到自己被各种因素

左右的程度。

我们对自己日常生活过程中遇到的许多或可能是大多数的事物也

会产生自动化的情感反应；一些引发积极情感，一些引发消极情感。

自动化的情感反应能够快速地习得，能够指导我们的决策和判断，能

够影响我们对其他事物的思考，我们没有有意地觉察到这些反应。人

们对相同事物的自动化反应可能是有差异的。

一些认知过程是非常高效的，即使我们在非常有限的时间压力

下、在被其他任务完全占据时，也能够完成它们。在这种意义上，一

种加工如果在时间非常短暂或认知资源非常稀缺时，仍然没有中断，

就可以认为它是自动化的。这种启示所推动的研究对一些老的问题，

如基本归因错误和刻板印象提出了新的见解，开辟了像心理控制这样



一些新的研究领域。例如，现在已经明白，当我们观察一个人的行为

时，会自动地得出关于这个人潜在特质的结论，但在有充足的认知资

源的情况下，我们会考虑情境中的限定因素来矫正这个判断；这也是

基本归因错误产生的一个原因。它也表明，对于不想要的思想的成功

抑制需要对分心物有目的的、可控制的搜索和对不想要的思想自动化

的搜索（以便于一旦发觉就抑制它们）共同起作用。当认知资源稀缺

时，对分心物的可控制搜索就会受到干扰，但是对不想要的思想的自

动化搜索却仍在继续进行，导致对不想要的思想具有了高度的可通达

性。

[1] 这并不意味着承认刻板印象。律师和工程师彼此之间在人格上的相似性要远大于通常的刻板印

象。然而，如果你赞成刻板印象，并将性格的描述看成是工程师的代表性特征，而不是律师的代表性特

征，那么你应该使用这一信息，假使你希望你的判断在逻辑上与你的信念相符。



第二编　基本主题

第8章　刻板印象

1998年夏，胡图族人在卢旺达屠杀图西族人，三个白人在美国活

生生地拖死了一个非洲裔美国人，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在北爱尔兰火

并，加拿大女军人普遍遭受男军人虐待的新闻被曝光。以上仅列举当

年夏季期间，不同国籍、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的人群之间接连发生

的几个暴力和侮辱性事件。为了寻找不同群体间产生仇恨和暴力的原

因，有关刻板印象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和理论逐渐受到关注，尤其是二

战后，此类研究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出来。随着美国社会的进步和民

主自由运动的发展，人们越来越难以接受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研究

者也开始关注于更加细微的，有时甚至是无意中表现出来的刻板印

象。这类研究集中探讨了刻板印象如何影响人们对群体成员的看法和

行为。虽然这些刻板印象相对而言不易觉察，但仍然会产生消极影

响，导致学校、工厂、法庭等各种不同场合出现歧视现象和不平等的

对待。即使不是公然的歧视，仅仅是社会中存在负面偏见这一事实，

就会造成一种不良的社会氛围，从而影响到消极刻板印象对象群体中

的个人表现。本章将重点讨论刻板印象如何潜在地影响人们的思想、

情感与行为。

有关刻板印象的许多理论都试图先着手探讨刻板印象是如何产生

的。研究结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刻板印象是主流文化的产

物，儿童从他们的父母、朋友和媒体那里学到刻板印象。第二，刻板

印象产生于个人的深层需要，最明显的是一个人归属于某一团体的需

要，与他人相比有一定优越感的需要，以及证明现有社会秩序合理性



的需要。第三，刻板印象源自于人们对分类与共变关系评估的一般认

知过程（综述参见Hamilton & Sherman，1994；认知过程的讨论见本

书第2、3章）。尽管有关刻板印象起源的问题备受争议，但大多数研

究都默认了刻板印象的既有定义和事实，并且着重探究刻板印象何时

产生、怎样产生及其影响。这也将是本章讨论的重点。

本章首先对刻板印象的本质做简要讨论，然后我将从刻板印象感

知者的角度，讨论人们在何种情形下激活（或不激活）刻板印象，以

及如何利用这些信息对刻板印象群体中的成员形成某种印象。接下

来，我将从刻板印象受众的角度，探讨属于某个消极刻板印象的对象

群体会给人的心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最后，本章将回顾那些曾试图

改变人们刻板印象的研究，并讨论为何刻板印象的改变如此之难。

什么是刻板印象

非洲裔美国人、律师、家庭主妇、同性恋者、年轻人，每一个标

签都会使人产生一些联想。你可能会对每种群体的特征、行为和所处

环境有着某种强烈的预期，还会对他们有着特定的情感反应。换句话

说，你对上述所有群体都有刻板印象。刻板印象（stereotype）这个

术语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1922年，Walter Lippman 将刻板印象一词

引入社会心理学，他把刻板印象简单地描述为“头脑中的图像”。

1954年，Gordon Allport在他的《偏见的本质》（The Nature of

Prejudice）一书中，将刻板印象定义为：“与某一范畴相联系的夸大

的信念”。尽管现在对刻板印象的定义不再强调这种信念的准确程度

或夸张程度，但“刻板印象是与范畴相关的信念”这一观点仍然是对

刻板印象的主流看法。从社会认知的角度来看，刻板印象是一种认知

结构，其中包括我们对某一社会群体的了解、信念和期望（例如，

Hamilton & Sherman，1994）；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刻板印象是群体标



签所带来的心理感受和思维方式（例如，Esses，Haddock，& Zanna，

1993；Fazio，1995）。

将刻板印象作为“一种对社会范畴的心理表征”的观点，突出了

刻板印象与其他社会性及非社会性概念之间的相似性。自从人们意识

到刻板印象也可被看做是一个概念以后，许多在其他概念研究和理论

中出现的观点和争论，也被应用到刻板印象的研究当中。事实上，本

书第2章中关于概念的结构、功能和组织的讨论和结论，完全可以运用

到刻板印象的研究中。故本章中不再对刻板印象的这方面问题进行详

细讨论。

简要地说，大多数观点认为，刻板印象是由对某一群体的抽象认

识（例如，律师能言善辩、有攻击性）和具体例证（譬如，与我为邻

的那位律师，我最喜欢的电视剧中的律师；综述参见Hamilton &

Sherman，1994）混合而成。尽管人们逐渐认识到刻板印象包含推测性

的、因果性知识（比如，非洲裔美国人体验到的歧视以及不断恶化的

经济条件，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他们受教育的机会，从而导致了贫穷和

犯罪；Wittenbrink，Gist，& Hilton，1997），但典型情况下，还是

会把刻板印象当做原型来评述，即说出对象的一系列具有不同代表性

的无关属性（比如，非洲裔美国人的刻板印象就是贫穷、没有受过教

育、有犯罪倾向）。与其他范畴一样，刻板印象也有等级层次，因此

上一级范畴（非洲裔美国人）包含了下一级，即子集（非洲裔美国商

人，非洲裔美国运动员，非洲裔美国贫民区居民；Devine & Baker，

1991）。

刻板印象还包含有关变异的认识（综述参见Hamilton &

Sherman，1994）。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当我们越是认为一个群体具有

不变性，我们就越倾向于将群体中一小部分成员所具有的特征推广到

该群体的其他成员身上，进而推广到整个群体；反过来我们又会将对



群体的刻板印象运用到该群体的成员身上（Park & Hastie，1987；

Park，Judd，& Ryan，1991；Park & Rothbart，1982；Quattrone &

Jones，1980）。例如，如果你认为女权主义者都很漂亮，就可能会认

为“如果你看到过其中一个，就等于看到了所有的女权主义者”；反

之，如果你认为每个女性都有很大不同，那么就不会将对某个女性的

认识推广至其他女性，也不会认为对女性的一般认识能帮你准确估计

你遇到的每一个女性的特征。

群体刻板印象能够引导我们对群体成员的预期，使我们带上有色

眼镜解释其行为与人格特征（综述参见Kunda & Thagard，1996）。和

其他所有的概念一样，刻板印象能把一些不易理解的属性结合在一

起，并赋予这些属性以意义和结构。如果你认识一位亚洲裔美国人，

就更容易理解什么样的人聪明、害羞、工作努力且身材矮小，因为这

一群体具备上述所有特征。由于刻板印象有助于我们了解一个人，因

而在印象形成的过程中节省的精力就可以运用于其他任务中

（Macrae，Milne，& Bodenhausen，1994）。

虽然通过非社会性概念的研究和理论可以了解刻板印象，但是刻

板印象也有其独特之处。当你看到一个苹果，你通常会将它归类为苹

果，并预期它具有苹果的相关特征。尽管当我们看见苹果时会自动激

活苹果的概念，但是，当我们看到非洲裔美国人时，并不会明显地自

动激活头脑中对非洲裔美国人的刻板印象，对他们的刻板印象也不会

明显地影响我们对某个非洲裔美国人的看法。这是因为我们对任何一

个非洲裔美国人的看法还可以通过许多其他的概念来获得。比如：比

尔·科斯比不仅是个非洲裔美国人，同时他是一个男人、一个演员、

一个百万富翁、一个丧子的父亲，等等，一系列适用于他的社会身份

可继续罗列下去。我们可以通过任何一种身份去认识比尔·科斯比，

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观察他的行为去了解他，从中发现他很有趣，很

热情。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大量的理论和研究都试图探讨观察者何时



激活刻板印象，何时将刻板印象运用到相应的对象群体来理解其行

为。下面我们将具体讨论这两个问题。

观察者的角度

刻板印象的激活

当你遇到一个非洲裔美国人时，是否会马上联想到犯罪和暴力？

是否感到害怕或生气？是否认为他特别具有攻击性？你自己的行为是

否会变得很有敌意呢？如果是这样，你能控制并消除这些反应吗？或

者你是否注意到了这些变化？是否意识到自己的种族身份会影响你对

非洲裔美国人的自然反应？如果你是非洲裔美国人，你是否认为你对

另一个非洲裔美国人的自然反应不同于白人或者亚洲裔美国人？如果

你不是非洲裔美国人，是否会认为你对这个群体成员的反应取决于你

的偏见程度呢？这些问题或类似这样的问题，引发了人们在近十年来

的大量研究。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们注意到很多想法和情感可以被自动激

活，并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影响自己的判断（Kihlstrom，1987；参

见第7章）。之后不久，社会心理学家开始探讨人的刻板印象能否被自

动激活和运用。如果能被自动激活，这将为偏见与歧视的内在动力的

研究带来新的启发：人们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对他人的判断是否会受到

种族刻板印象的影响？自认为没有消极刻板印象的人们，是否仍会无

意识地受到刻板印象的影响呢？我们能否减少那些我们不希望的刻板

印象的激活呢？

也许是因为上述各种可能情况的社会意义非常重要，并影响到人

们的生活，所以自从这些问题被提出来之后，就引起了很多研究者的



兴趣，并且针对刻板印象激活的自动化和必然性展开了激烈并富有成

效的讨论。大量的研究关注下列问题：人们与一个刻板印象对象群体

中的成员接触，或与任何让我们联想到此群体的事物接触，是否会自

动产生与刻板印象有关的想法、情感和行为；对盛行于文化中的刻板

印象的自动激活程度，是否存在个体差异；人们是否能够按照自己的

意愿控制刻板印象的激活和使用。到目前为止，其中的一些问题已经

有了明确的答案，下面将对此进行详细讨论。

刻板印象可以自动激活

无论你的个人信念是什么，你可能都会注意到美国普遍存在对非

洲裔美国人的消极刻板印象。当Patricia Devine请威斯康辛大学的白

人学生叙述这一文化刻板印象时，他们所述的内容非常一致，其中被

大多数人提及的特征之一就是：他们均具有攻击性（Devine，

1989）。当美国白人遇到非洲裔美国人或与之相关的任何事物时，他

们是否会自动激活这一刻板印象？当他们听到黑人这个词时，是否会

自动联想到攻击性？为探讨这个问题，Devine给白人被试阈下呈现一

些与非洲裔美国人相关的词语，但这些词语与攻击性没有直接关系。

她认为如果这些词语能够激活对非洲裔美国人的刻板印象，它们应该

也能激活与之密切相关的特征，例如攻击性。如果攻击性一词未被明

确提出，但仍被一些与刻板印象相关的线索激活，则表明这些线索能

自动激活对非洲裔美国人的刻板印象。

Devine在她的早期研究中构建了其研究程序的模型，研究结果发

现，当人们无意识地接触与敌意相关的词语时，倾向于对那些具有模

糊敌意行为的人产生更加消极的看法（Bargh & Pietromonaco，

1982；见第7章）。但是，Devine并不使用与敌意相关的词，而是使用

与非洲裔美国人相关的词来激活被试的刻板印象（例如，黑种人，懒



惰，黑人，蓝调，节奏，非洲，刻板印象，贫民区，福利，篮球，失

业，种植园）。被试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接触到100个词，其中20%或80%

的词与对非洲裔美国人的刻板印象相关（其他的词是一些中性词，例

如然后，将会，关于）。每个词呈现的时间很短（80毫秒），随后呈

现一串掩蔽字母。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无法看清楚这些词语，只看到

一道闪光。告诉一组被试每一次闪光代表一个词语，要求他们猜出这

些词，结果被试只猜对了不到2%的词语。另外一组被试不能从一系列

单词中有效地辨认出之前呈现过的词语，这些单词中除呈现过的那些

单词外，还包括相同数量的、与呈现过的单词相似的词语。简言之，

被试不能意识到他们已经接触过哪些词语，也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启

动了与非洲裔美国人有关的刻板印象。但是，他们的判断确实受到了

启动效应的影响。

未被告知所呈现刺激为词语的实验组被试还要完成另一项任务，

即说出对一个有一系列模糊敌意行为的人的印象（他们阅读关于

Donald的描述，这段描述用于考察无意识敌意词语的启动效应；Bargh

& Pietromonaco，1982。由于文中没有说明Donald的种族，他可能被

当做白人。）结果发现：接触大量非洲裔美国人刻板印象启动词（例

如，80%的词与刻板印象有关）的被试，与那些仅接触少量启动词（如

仅20%的词与刻板印象有关）的被试相比，更多地认为Donald具有敌意

性。换句话说，即使这些启动词与敌意没有直接关系，且被试没有意

识到他们接触过其中的任何词语，与刻板印象有关的强启动词语仍激

活了敌意情绪。这表明美国白人会自动地、无意识地激活对非洲裔美

国人的刻板印象，并且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影响他们的判断。这个

发现最令人苦恼的是，如果一个人完全没有意识到刻板印象的激活过

程，就不可能对这一过程加以控制。

根据这项研究我们是否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仅与一个非洲裔美

国人，或与其相关的中性事物接触（如非洲裔美国人、黑人这些词，



或者一个非洲裔美国人的照片），就足以自动激活人们对于非洲裔美

国人所持有的消极刻板印象？有人可能会认为这个研究并没有完全证

实上述观点。毕竟，用来启动刻板印象的词几乎不可能是中性词，它

们大部分是负性词语（例如懒惰、福利、贫民窟等）。有趣的是，一

些消极的刻板印象能够令人想到一些其他未被提及的消极刻板印象

（比如攻击性），这表明消极刻板印象是作为一个整体被激活的。但

是也有可能直接启动了消极刻板印象才出现这种情况，上述研究就是

一个例子。可能在一个中性的环境中与非洲裔美国人接触，或与一些

中性的刻板印象词语接触，不会导致消极刻板印象的自动激活。但

是，下面的研究排除了这种可能性。

对其他美国人而言，即使短暂地接触非洲裔美国人的照片，也足

以激活他们对这一群体的消极刻板印象。一项研究表明，在无意识情

况下呈现非洲裔美国人的照片，会激活其他美国人的敌意情绪，并使

他们表现得更加不友善（Bargh，Chen，& Burrows，1996）。那些不

是非洲裔美国人的被试需要完成一个极其单调枯燥的任务：在实验中

计算机屏幕上会呈现一张画有很多个圆圈的图片，被试需要指出圆圈

的数量是奇数还是偶数。每张图片呈现后都紧接着呈现一个年轻男子

的照片，这一点并未告知被试。向一半被试呈现的是非洲裔美国人，

向另外一半被试呈现的是白种人。每张图片都快速闪过（不会多于26

毫秒），后面紧接一张快速呈现的掩蔽图片，这样被试就不会意识到

所呈现的面孔。

这种单调的奇偶辨别任务持续进行，直到第130次，出现一个错误

信息提示：计算机数据保存失败，请重新开始。一个隐蔽的摄像机记

录下被试对这一坏消息的反应。然后请不了解实验目的的人对录像材

料中被试所做反应的敌意性作出等级评定。研究者在不知道实验条件

的情况下，也对被试的敌意情绪进行等级评定。两种评定结果说明了



同一问题：以非洲裔美国人的面孔为启动刺激的一组被试，比以白人

面孔为启动刺激的被试表现出更强的敌视情绪。

这一研究结果表明，似乎仅仅只是看到非洲裔美国人的面孔，就

足以激活美国人的敌意情绪，从而使他们的行为更加充满敌意，并且

这一切都是自动发生的，他们本身并没有意识到曾经呈现过非洲裔美

国人的面孔，也没有意识到对非洲裔美国人面孔的感知会对他们产生

任何影响。还有研究发现，其他美国人头脑中对非洲裔美国人的消极

刻板印象，可以由一些属于该群体的中性事物自动激活。与非洲裔美

国人照片的短暂接触，会使美国白人自动激活其消极刻板印象（Fazio

et al.，1995）。无意识中接触“黑”这个词就会启动其他美国人头

脑中关于非洲裔美国人的消极刻板印象，如贫穷、懒惰、暴力

（Wittenbrink，Judd，& Park，1997）。在英国，英国白人无意识地

接触与黑人刻板印象相关的中性词（例如，黑人，西印度人）后，倾

向于将一个描述模糊的人认定为具有攻击性和不可靠。总之，关于黑

人的一些中性词会在无意识中自动地引发对其他人的消极想法、感受

和行为。

大多数关于刻板印象自动激活的研究都聚焦于对非洲裔美国人的

刻板印象，因为美国目前最亟须解决的种族关系问题集中反映在对待

非洲裔美国人的问题上。但上述研究结果不仅适用于这一特定的刻板

印象，也适用于其他群体刻板印象。比如，有研究表明对老年人、年

轻人和性别的刻板印象也能自动激活（Blair & Banaji，1996；

Purdue & Curtman，1990）。

以上所有讨论的刻板印象激活都是在不受意识控制条件下进行

的，即阈下呈现线索，或启动词与目标词间的间隔很短（参见第7

章）。本章主要借助这些研究来说明刻板印象可以被自动激活。应注

意的是，刻板印象也能够通过控制性加工得以激活和运用，控制性加



工也就是完全意识到与刻板印象相关的材料，并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加

工。有大量研究验证了种族刻板印象可通过控制性加工得到激活（例

如，Dovidio，Evans，& Tyler，1986；Gilbert & Hixon，1991；

Macrae，Bodenhausen，& Milne，1995）。另外还有大量研究表明，

通过控制性加工激活的群体刻板印象，也会影响人们关于某些群体成

员的判断（Kunda & Thagard，1996；参见本章中关于刻板印象的部

分）。

刻板印象的自动激活所带来的最令人不安的后果就是，它会使消

极反应愈演愈烈，形成恶性循环。如果一个非洲裔美国人激活了我的

攻击性想法，我对他的态度就会更具攻击性，从而使这个被误解的人

以同样的态度回应我。结果，我可能会认为非洲裔美国人的确比美国

白人更具有攻击性，从而强化了我对非洲裔美国人的消极刻板印象。

问题在于，我不会意识到非洲裔美国人对我的敌意情绪可能完全源自

于我对他的消极态度，而这种消极态度也正是由我没有意识到的刻板

印象自动激活引起的。一般来说，被激活的刻板印象会影响我们对某

些个体所采取的行为，从而也会影响他们对我们的反应。对一个群体

存在消极刻板印象，会使人们很恶劣地对待该群体的成员，从而导致

该群体成员表现出消极态度，这恰恰会反过来验证这种刻板印象。

下面的例子能很好地说明这种恶性循环。研究者让每个白人被试

去面试一个白人和一个黑人应聘者（Word，Zanna，& Copper，

1974）。事实上，这些“应聘者”是实验者的同谋，在接受面试前已

统一接受训练形成了标准化的反应。但白人被试还是对白人和黑人采

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面试过程中，他们与黑人应聘者保持较远的身

体距离，产生更多的言语错误，并迅速结束面试。接下来的研究发

现，黑人应聘者受到的这种无礼的、非言语的、疏远的待遇会影响他

们的表现。在另外一项研究中，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接受经过训练的

白人同谋者的面试（Word et al.，1974）。有一半的应聘者受到了与



前面研究中白人应聘者同样的较好待遇，而另一半则受到黑人应聘者

般的待遇（面试中面试者与应聘者保持更远的距离，产生更多言语错

误，并且面试时间更短）。另有两个评判员在不知道研究目的的情况

下，观看每次面试的录像（只显示应聘者），并对应聘者的表现进行

等级评定。结果发现，面试官的行为对应聘者有显著的影响：那些受

到“黑人待遇”的应聘者不如那些受到“白人待遇”的应聘者表现得

好。综合上述研究发现，非洲裔美国人在受到白人不好态度的影响情

况下，表现出能力不足，这正是由于他们所受的待遇影响了他们充分

发挥其能力。

最近一项研究表明，即使是无意识激活的刻板印象也会影响到我

们对他人的行为，并因此影响他人对我们的态度（Chen & Bargh，

1997）。在该研究的过程中，先让白人被试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看

非洲裔美国人或白人的照片。然后每个被试与一个未接触过任何照片

的人配对成组，两人进行猜词游戏。研究者分别对每个人进行录音

（一个只录接受启动刺激的被试的声音，另一个只录其同伴的声

音），两个不知道研究假设的人作为评分者，根据录音对每个人的敌

意情绪进行等级评定。与先前关于刻板印象自动激活的研究结果一致

的是，无意识状态下受到非洲裔美国人面孔启动的被试，比受美国白

人面孔启动的被试表现出更多的敌意。换句话说，它们自动激活了对

黑人的刻板印象，并且这影响了他们的行为。而且被试同伴的行为也

受到启动效应的影响：受非洲裔美国人面孔启动的被试的同伴比受美

国白人面孔启动的被试的同伴也表现出更多的敌意。这些同伴并未受

到任何面孔的启动，但在互动过程中，受被试被启动的敌意情绪影

响，其同伴也作出了相同的回应。

以上两项研究都发现，与非洲裔美国人消极刻板印象有关的类似

能力欠佳及敌意的行为表现，并非是非洲裔美国人自发产生的，而是

由美国白人引发的。这有助于我们了解人们受刻板印象驱使的行为对



对方所作回应的影响。这些研究表明，人们关于非洲裔美国人的刻板

印象与黑人的行为无关，而是完全源于这些人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

而这些待遇的实施者对非洲裔美国人有偏见或有意模仿美国白人对非

洲裔美国人的行为。这些研究表明，自动激活了对非洲裔美国人消极

刻板印象的人，在遇到一个非洲裔美国人时，会通过他们自己的行为

使对方表现出符合其消极刻板印象的行为。并且个体可能无法察觉或

者意识到这种循环，不会意识到自己正在接受这种刻板印象，也意识

不到自己正在以自己的行动来维持这种刻板印象。

当非洲裔美国人遇到其他美国人时，这样的恶性循环是否一定会

发生？除黑人外的其他人在对非洲裔美国人的自动反应态度上是否会

存在个体差异呢？下面将讨论这个问题。

刻板印象自动激活的个体差异

我们大都熟悉在我们的文化中流行的对非洲裔美国人的消极刻板

印象，正如上文所讨论的那样，这种刻板印象会在不知不觉中被自动

激活。对这种消极刻板印象的熟悉能否肯定会使我们接触任何与非洲

裔美国人相关的事物时，刻板印象都会自动激活？那些不赞成这种刻

板印象，认为它是不可接受、令人讨厌的人，是否也会在他们做出判

断时自动运用这一刻板印象呢？ Devine（1989）在一篇极有影响力的

文章中赞同了这一观点，但之后的研究却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

Devine认为，由于主流文化中这种对非洲裔美国人的消极刻板印

象如此根深蒂固，当其他美国人遇到与这个群体有关的事物时，无论

其个人信念如何，都会自动激活这种刻板印象。但是，除黑人之外的

美国人对非洲裔美国人的看法确实存在差异。有些人赞成这种普遍的

消极印象，并认为这是正确的。但另一些人却认为这种印象是不合适



的和错误的，这些人非常熟悉文化中对非洲裔美国人的刻板印象，却

并不受制于这一刻板印象。当他们遇到一些与这种消极刻板印象相关

的信息时，也会自动激活这些消极的刻板印象。但是如果他们意识到

刻板印象被激活，并有足够的时间和认知资源时，他们就能克服和抑

制这一刻板印象。换言之，Devine认为，无论个人信念如何，自动激

活消极刻板印象是一个自动的、必然的过程。而对这种激活过程的抑

制需要意识加工的参与。因此，不赞同这种消极刻板印象并且希望能

抑制它的人们，只有在允许进行控制性加工的情况下才能对它进行抑

制。

Devine认为，不管人们对非洲裔美国人所存的偏见是强是弱，只

要他们接触到与此群体有关的信息，就会自动激活消极刻板印象。只

有那些所持偏见较弱的人，才能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抑制这种刻板印

象。为验证这一观点，首先要确定什么样的人持有较弱偏见，什么样

的人持有较强偏见。但是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到却很难，在反对偏见

的主流文化下，即使是对非洲裔美国人最有偏见的人也不愿说出自己

的真实想法，因为他们知道如果这样做，会引起很多人的反感。

意识到这个问题的研究者创造了一种敏感的测量方法——现代种

族偏见量表（Modern Racism Scale）。该量表使人们通过对不含有偏

见的陈述句的反应，显示他们对某个种族群体的消极态度

（McConahay，1986）。例如：“在美国，人们很容易理解黑人的愤

怒”，“在过去几年里，政府和新闻媒体给予黑人过多的尊重”，

“在过去几年里，黑人获得了过多的财富”。这一量表假定持有偏见

的人不愿坦白一些带有种族歧视的想法，比如“黑人没有白人聪

明”，但是却愿意如实回答问卷中精心编制的项目，因为根据项目本

身的特点，也可站在“种族中立者”的角度对带偏见的反应作出解释

（如果你在某些项目上迟疑，并考虑为什么该问卷如此巧妙，这可能



是因为在问卷被编制后，社会标准不断地发展，后面将讨论这一问

题，参见Fazio，1995）。

Devine利用现代种族偏见量表来鉴别持有较强偏见和较弱偏见的

白人被试（Devine，1989）。给被试充分的时间，要求他们写出提到

美国黑人时脑中自然浮现的想法，通过问卷测得持有较弱偏见的人确

实表现出很少的偏见，他们与持有较强偏见的人相比，列出更少消极

的想法、更多积极的想法。但是在只允许自动加工的条件下，却得到

不同的结果。这一结果在Devine的一个重要实验中已得到验证，前文

已经讨论过这一实验。那个实验对当前讨论较为重要的是：无论被试

所持的偏见程度如何，只要无意识地接触与非洲裔美国人相关的词

语，都能激活他们的消极刻板印象；所有被试在受到无意识启动后，

都认为被描述得很含糊的唐纳德是不友善的。由此Devine得出一个结

论：在排除意识控制的情况下，无论美国白人原本对非洲裔美国人的

印象如何，在接触到与消极刻板印象相关的事物时，都会激活对非洲

裔美国人的消极刻板印象。甚至那些没有偏见的人和不认同对非洲裔

美国人的消极刻板印象的人，在不能对激活过程进行控制的情况下，

也同样会自动激活这种消极刻板印象。尽管我们的意识很自由，不受

偏见约束，最终我们做出的判断还是与偏见有关。

Devine提出的过激的结论——刻板印象的自动激活不存在个体差

异——受到了质疑。Russell Fazio 和他的同事们注意到这个结论依

赖于这样一个实验结果：通过现代种族偏见量表分出强偏见组和弱偏

见组，然后发现他们自动激活消极刻板印象的程度没有差异（Fazio，

1995）。他们认为，现代种族偏见量表可能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偏见测

量工具；Devine没有发现那些持有强偏见、弱偏见的个体的差异，也

可能是因为她在一开始就没能成功鉴别出那些人。为了考察对非洲裔

美国人的自动反应是否有个体差异，Fazio和他的同事们设计了一种方



法来测量对非洲裔美国人面部照片的自动情感反应，并关注该方法是

否和其他测量偏见的方法相关。

早期的研究表明，对于代表某一事物的词语的自动情感反应会加

速或减缓对其他积极或消极词语的评价（Fazio，1986；第7章）。比

如，如果被“战争”一词启动，那么就可能加快“‘糟糕’是贬义

词”的判断和减慢“‘高兴’是褒义词”的判断，这是因为“战争”

自动激活了对消极情感的反应，促进了对表达相同情感词语的判断，

却抑制了对表达相反情感词语的判断。Fazio和他的同事推断，如果人

们经历过一种对非洲裔美国人的消极反应，再看到非洲裔美国人的照

片时，肯定有相同的效果，这会加快他们对消极词汇的判断，而减缓

对积极词汇的判断（当然，如果对照片的反应是积极的，则情况相

反）。

为了将他们的发现和Devine的观点联系起来，Fazio和他的同事用

现代种族偏见量表预选出具有强偏见和弱偏见的个体作为被试（选出

得分最高和最低的10%）。大部分被选出来的被试都是白人，但也有一

些非洲裔美国人，实验者告知被试这个研究是关于词义自动反应能力

的。在研究的第一阶段，向被试呈现12个褒义词（比如说诱人的、精

彩的）和12个贬义词（恼人的、恶心的）并要求他们迅速判断所呈现

词语是褒义还是贬义，并按相应的键做出反应。以该任务测得的反应

时间为基线时间，对启动条件下的反应时进行分析。在对几个面孔进

行记忆之后，接下来是关键的启动阶段，告知被试这一阶段考察他们

能否同时完成事件评估和面孔记忆任务，然后再一次让他们判断第一

阶段呈现过的24个词是褒义还是贬义，在实验过程中，每个词紧跟在

一幅黑人或白人的照片后呈现，呈现时间很短（450毫秒）以排除控制

性加工。每个形容词被评估4次，2次在黑人照片之后呈现，2次在白人

照片之后呈现。并且每张照片都用来启动2个褒义词、2个贬义词。



为了确定照片启动对形容词判断速度的影响，计算出被试对每个

形容词反应时间的促进分数——这个分数表明了被试对形容词的基线

反应速度与受到照片启动后的反应速度之间的差异。也就是说，这个

分数说明了每张照片能加快或减缓被试对形容词反应的程度。分别计

算出每个被试在白人照片和黑人照片启动下对褒义词、贬义词的促进

分数平均值。

白人被试的结果表明，他们对黑人面孔的自动反应比他们对白人

面孔的反应更加消极，如图8.1（a）所示：对于褒义词，这些被试受

到黑人面孔启动时比受白人面孔启动时的反应速度慢一些；对于贬义

词，受到黑人面孔启动时比受白人面孔启动时反应速度要快。所以，

与白人面孔相比，黑人面孔会减慢人们对褒义词的反应，而加快对贬

义词的反应。图8.1（b）表明了非洲裔美国人被试得到相反的结果。

与白人面孔相比，黑人面孔会加快这些被试对褒义词的反应，减缓他

们对贬义词的反应。这些发现表明白人和非洲裔美国人对非洲裔美国

人有不同的自动反应。白人的自动反应比较消极，黑人的反应比较积

极。这是首个能表明刻板印象的自动激活存在个体差异的实验。



图8.1　白人被试和黑人被试对褒义词和贬义词的反应时（毫秒），都会因为看到黑

人和白人的面部照片而有不同程度的促进或削弱。高分表示更大的促进作用。资料

来源：Fazio et al. (1995, 表1, p.1018). Copyright 1995) by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Adapted with permission.

此外，研究者计算了每个被试的得分，这一分数代表被试对褒义

词或贬义词的反应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受到黑人还是白人面孔的启

动。这一分数的含义是，更多的负数表明了对非洲裔美国人的更深的

消极态度。这个测量也表明白人被试对黑人面孔呈现消极反应，而非



洲裔美国人对同样一张脸则呈现积极反应。但更为重要的发现是，白

人被试的反应也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有的非常消极，有的则比较积

极。这些差异是否与其他偏见测量方法有显著的相关呢？为了验证这

点，在实验的最后一个阶段，通过其他几种不同的方法引导被试表现

他们的偏见。一种方法是：被试与一个非洲裔美国人的实验者进行10

分钟的对话，非洲裔美国人向被试解释这个研究（事实上，解释是幌

子，目的是观察被试的面部表情），并对每个被试表现出来的友好和

感兴趣程度进行等级评定。结果验证了被试对黑人、白人面孔的自动

反应与他们对待非洲裔美国人实验者的态度有显著相关。这两种测量

方法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也就是对黑人面孔表现出更多消极反应的

被试，对黑人也表现出更为消极的行为。

在另一个关于被试对非洲裔美国人态度的测量中，要求被试回答

一些关于1992年著名的Rodney King案件后续事件的问题。在这个案件

中，4个洛杉矶白人警察殴打一个非洲裔美国人Rodney King却被判无

罪释放。旁观者将这一残忍场面拍摄下来并在全国播放，引起轩然大

波。当法庭宣判白人警察无罪时，非洲裔美国人非常愤怒，在洛杉矶

爆发了抢劫和骚乱。实验中要求被试对这个案件进行思考，并说明白

人和黑人应分别为骚乱承担多大责任。结果表明，这个测量和他们对

黑人/白人面孔的自动反应成正相关。那些对黑人面孔表现出较多消极

自动反应的被试更倾向于将骚乱的责任归因于黑人。

总之，被试对黑人面孔所产生的自动情感反应与他们自己的种族

身份、他们对非洲裔美国人实验者的行为，以及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将

Rodney King事件导致的骚乱的责任归因于黑人或白人均有着紧密的关

系。这表明对自动情感反应的测量是一种有效的测量人们对非洲裔美

国人态度的方法。但这些自动情感反应与被试对现代种族偏见量表的

反应不存在相关性，通过现代种族偏见量表被划为弱偏见的被试，并

没有比强偏见的被试对黑人面孔表现出更少的消极情感。这也和



Devine（1989）的结论有一些出入，并且说明Devine 得出的某些结论

的可靠性值得怀疑。Devine发现持有强弱不同偏见的个体，在自动反

应上没有差别，因为她采用的量表并不能有效区分被试的偏见程度。

如果她用一个更好的测量方法，可能也会像Fazio与他的同事那样，发

现人们对非洲裔美国人持有不同的态度，会对这一群体表现出不同的

自动反应。

Fazio和他的同事另外进行了几项实验来探讨为什么现代种族偏见

量表不能有效测量人们的偏见程度。他们认为尽管这个量表可能在某

一时期非常灵敏，但对于现在的被试却不是非常适用，被试能够认识

到这一量表是用于测量他们的偏见，而那些想要掩饰自己偏见的人就

会适当地调整他们的反应。这个量表也测量了保守性，那些保守的被

试，即使他们对非洲裔美国人的态度是积极的，也仍然获得偏见高分

（Fazio，1995），这影响了测量的信度。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现代种

族偏见量表不能有效地区分种族主义者和非种族主义者。

对Devine的观点——刻板印象的自动激活不存在个体差异——的

另一个质疑集中于她在研究中所采用的启动词的性质。前面提到过，

许多词都是负性词语（例如懒惰、贫民窟、福利）。两类研究都发

现，当利用与刻板印象有关的中性词作为启动词时，被试在思维和判

断上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在英国开展的一系列研究中所使用的测量

被试偏见强弱的工具是在现代种族偏见量表的基础上，结合英国当时

的实际情况编制而成的（比如，“获得英国国籍应当更容易些”，

“议会中黑人议员的比例太低，各政党应当积极改进这一点”；

Lepore & Brown，1997）。当英国白人无意识地受到针对黑人的刻板

印象的相关中性词（比如黑人、西印度人）启动时，只有持强偏见的

个体才会自动激活消极刻板印象，也只有他们受到黑人相关词语启动

时，才会认为刻板印象对象具有攻击性、不可靠，而低偏见者则不受

启动词的影响。



有趣的是，与Devine的研究结论一致，使用那些与消极刻板印象

内容有关的启动词（如粗鲁、肮脏、毒品），偏见程度不同的个体的

表现不存在差异，两组被试都自动激活了消极刻板印象。这表明，当

受到与消极刻板印象直接相关的信息启动时，无论是否持有偏见，所

有个体都会自动激活这一刻板印象。但只有那些具有较强偏见的人在

受到中性词语启动时，才会激活消极刻板印象。

依照相同的思路，另一项研究发现，几种测量偏见的方法，包括

现代种族偏见量表，可以预测对非洲裔美国人的消极刻板印象和对白

人的积极刻板印象在受到中性词的启动（黑或白；Witten，Judd，&

Park，1997）时，会有多大程度的激活。换句话说，受到中性词的启

动时，强偏见者比弱偏见者更有可能自动激活对非洲裔美国人的消极

刻板印象。我们不是很清楚为什么现代种族偏见量表及其英国版本能

预测这些研究中刻板印象的自动激活，而在Fazio和他的同事的研究

中，这一测量工具却不能预测出自动情感反应。但该研究与在英国进

行的研究的总体结论是一致的，即当受到与黑人相关的中性词语启动

时，强偏见者比弱偏见者更有可能自动激活消极想法与负面情感。

总之，人们对非洲裔美国人的自动反应是有所差别的。对非洲裔

美国人这一群体持强偏见的人，受到与之相关的任何刺激都会自动激

活那些与非洲裔美国人消极刻板印象相关的消极特征，并伴随消极情

绪；词语“黑人”或黑人面孔就足以引发持强偏见者的消极刻板印

象。而对非洲裔美国人持有较弱偏见的人，同样对这一群体的消极刻

板印象相当熟悉，但只有当他们受到与消极刻板印象直接相关的材料

暗示时，他们才会自动激活消极刻板印象。如受到贫民窟和福利等词

语的暗示时，即使没有偏见的个体也会自动联想到攻击性。但这并不

意味着没有偏见的个体在任何情况下遇到与非洲裔美国人有关的事

物，都会自动激活同样的消极想法和情感。当他们遇到与非洲裔美国

人有关的中性信息时，如果没有明确地暗示消极刻板印象，他们就不



会自动激活消极刻板印象；他们并不是无论何时看到非洲裔美国人或

听到与黑人有关的词语，都会想到“攻击性”。

刻板印象激活的内隐测量方法及其使用，将为探究人们内在的种

族态度开创一个激动人心的前景（Fazio，1995）。很多对少数群体持

有消极态度的人可能会因为不愿被谴责是种族主义者而隐藏他们真实

的态度。实际情况确实如此，他们会用非偏见的方式来回答外显的偏

见量表；对这些外显问题的回答和那些没有偏见的人一样。但是，那

些立足于自动、不可控的反应的巧妙且内隐的偏见量表却能揭示人们

真实的态度。所以我们需要做更多的努力来了解内隐量表和偏见行为

在其他的情境中是如何联系起来的。但现有的研究表明，通过人们对

那些与刻板印象群体有关的提示物的自动反应，有可能预测他们对该

群体成员的行为。

刻板印象激活需占用资源

尽管刻板印象的激活是无意识的、不需要注意参与，但刻板印象

的激活也要依赖于足够的认知资源。在认知资源充足的情况下能够激

活某一刻板印象的线索，在我们面临一个艰巨的任务时，则可能不会

激活相应的刻板印象。也就是说，认知繁忙会干扰刻板印象的自动激

活。对此，有人进行了两项研究，要求白人被试完成残词补全任务

（Gilbert & Hixon，1991）。残词写在卡片上，由一个亚洲人或白人

助手在录像中一一呈现卡片，每个卡片上只有一个残词。当被试看到

每个残词时，都要求他们在15秒钟内想出尽可能多的词来完成该任

务。实验中有5个残词可以填成与亚洲裔美国学生的刻板印象有关的

词。比如，s_y可以填成shy，poli_e可以填成polite，ri_e可以填成

rice。需要注意的是，每个残词也都可以填成与亚洲裔美国人无关的

词语。比如，s_y也可填成sky或say。这个测量的主要逻辑是：如果刻



板印象被激活，那些刻板印象词语就更容易被提取出来，因而被试更

倾向于用这些词来填充残词。因此，每个被试写出的刻板印象词语的

数量就可作为衡量其刻板印象激活程度的指标。

在正常情况下，与亚洲人的接触确实会激活对亚洲裔美国人的刻

板印象；与亚洲人助手接触的被试比与白人助手接触的被试产生更多

的刻板印象词语，如表8.1所示。认知繁忙是否会干扰这些刻板印象的

自动激活呢？为探讨这个问题，要求一半的被试在认知繁忙条件下完

成残词补全任务。这些被试一边背诵8位数的数字，一边观看录像带，

并完成残词补全。这种要求背诵数字的认知任务，减弱了被试对亚洲

裔美国人刻板印象的激活。在这一实验条件下，那些与亚洲人助手接

触的被试并没有比与白人助手接触的被试产生更多的刻板印象词语，

如表8.1所示。简而言之，当看到一个亚洲人时，那些认知不繁忙的人

会激活对亚洲裔美国人的刻板印象，但认知繁忙的被试则不会激活其

刻板印象。

表8.1　面对亚洲人或白人助手时被试在不同认知繁忙程度条件下产生的刻板印象

词语数量

资料来源：Gilbert & Hixon　(1991,表1, p.511). Copyright 1991) by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这些结果表明刻板印象的自动激活不是必然的，只有在认知资源

充足的条件下这种激活才会发生。你可能会认为，在资源有限的情况

下刻板印象不能被激活，是由于对亚洲裔美国人的刻板印象强度不



大，达不到阈限水平。尽管有这样的实验证据，那些强大的、根深蒂

固的刻板印象仍有可能在较少认知资源的情况下被激活。已有研究发

现，阈下线索可激活对非洲裔美国人的刻板印象，因为这一刻板印象

非常强大。即使是全神贯注于某事的个体，遇到非洲裔美国人时，也

会自动激活刻板印象。然而，最近的一个研究发现情况并非如此

（Spencer et al.，1998）。在这个研究中，给被试呈现每个残词之

前先呈现白人或黑人画像。要求被试在有额外或没有额外认知任务两

种条件下完成残词补全任务。这些残词中有6个可以用与非洲裔美国人

有关的词语来填词（比如敌意、危险、福利）。尽管此项研究针对那

种可能更强的、对非洲裔美国人的刻板印象，但得出的结果跟Gibert

和Hixon所得到的关于亚洲裔美国人的刻板印象一致：阈下呈现的黑人

画像激活了认知不繁忙被试对非洲裔美国人的刻板印象，而未激活认

知繁忙被试对非洲裔美国人的刻板印象。这再次证明，认知繁忙破坏

了刻板印象的激活。

此项研究清楚地表明，在有些情况下刻板印象能被自动激活，有

些情况下又受到控制（Bargh，1996）。刻板印象的激活是自动的，因

此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就可发生；通过阈下呈现的面孔就可自动激活刻

板印象。同时，这种自动的、无意识的激活又类似于控制过程，因为

刻板印象的激活需要认知资源；只有在认知资源充足时才被激活，认

知繁忙会使其激活受到干扰。

Spencer及其同事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呈现与刻板印象激活有关

的额外线索时，即使认知繁忙，被试也能自动激活刻板印象。他们提

出，个体近期的失败经验可能激活刻板印象，因为在失败之后，人们

为了安慰自己，经常尝试用消极的刻板印象去贬低别人，从而使自己

显得略高一筹（Fein & Spencer，1997；详见刻板印象应用部分）。

根据Bargh的自动激励理论，在经过多次这样的经历之后，我们会在个

人失败与消极刻板印象之间形成紧密的联系（Bargh，1997；第7



章）。因此，近期的失败经历，加上与刻板印象对象群体有关的提

示，会引起消极刻板印象的自动激活。由于刻板印象与线索之间的关

联性如此之大，以至于在认知繁忙的情况下，刻板印象也会被激活。

实际情况的确如此。

在此项研究中，首先让被试完成一项假的智力测验，并且在测试

后会告知他们在这项测试中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Spencer，1998）。

然后，在一个看起来似乎不相关的研究中，让所有的被试都处于认知

繁忙状态，在阈限下呈现黑人或白人面孔的同时，要求被试完成残词

补全任务。结果发现，在伪智力测验中取得“成功”的被试，其表现

类似于先前研究中的认知繁忙的被试；当他们受到黑人面孔启动时，

没有激活对非洲裔美国人的刻板印象。但是那些“失败”的被试，尽

管处于认知繁忙状态下，他们在受到黑人面孔启动时，依然会激活刻

板印象。这一系列的研究表明，刻板印象的自动激活通常需要认知资

源，因此当我们耗尽认知资源时，刻板印象的激活也会遭到破坏。但

是，当情境线索足够强时，即使在资源短缺的情况下，刻板印象也能

被激活。近期的失败经历以及与刻板印象对象群体相关的提示，两方

面因素联合起来正好拥有这种能力。在此种情况下，即使处于认知繁

忙状态下的个体，也会自动激活刻板印象。

激活刻板印象通常需要足够的认知资源。这一发现为令人烦恼的

局面带来了一点乐观的因素。的确，我们会在自己无意识的情况下激

活消极刻板印象，这可能带来很多不幸的后果。但刻板印象激活不是

不可避免的。在一些需要我们投入大量精力完成某个任务的情况下，

即使遇到消极刻板印象对象群体中的成员，也可能会由于我们过于全

神贯注于当前的任务而不会激活消极刻板印象。在工作中需要人们全

神贯注的任务很多，人们需要集中精力解决与工作有关的问题，解决

社会情境中人际关系问题。在诸如此类的情形下，自动激活消极刻板

印象的认知资源就已被占去。激活刻板印象需要认知资源这一发现表



明，我们可以通过转移我们的注意力来控制刻板印象的激活。稍后我

将对这一可能性进行探讨。

刻板印象的激活可以受到抑制

为避免从刻板印象的角度来看待一个人，我们需要抑制刻板印

象。能做到这一点吗？我们能抑制刻板印象的激活吗？目前仅有少数

几个研究探讨了这个问题，但这些研究表明，有时候刻板印象的激活

确实能够受到抑制（综述见Kunda & Sinclair，1999）。当刻板印象

的激活水平低于正常水平时，我们可以假设刻板印象已经受到抑制，

或者已从头脑中消除。一项研究表明，当我们遇到一个属于多种刻板

印象对象群体的个体时，比如一个中国女子，我们可能会激活其中某

一个刻板印象而抑制其他的刻板印象（Macrae，Bodenhausen，&

Milne，1995）。实验中，当被试观察一系列试图引发对中国人的刻板

印象的动作时——一个中国女子用筷子从碗里挑面条吃，这一动作确

实激活了被试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更为有趣的是，他们抑制了适用

于那个女子的其他刻板印象，即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另一方面，为了

引发被试对女人的刻板印象，让被试观察同一个中国女子的梳妆打扮

动作，被试激活了对女性的刻板印象，而抑制了关于中国人的刻板印

象。Macrae和他的同事认为，人们抑制了占次要地位的刻板印象，从

而避免了刻板印象之间的相互干扰。这些研究还无法确定对激活过程

的抑制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但是这些研究首次为以下论断提供了实

验支持：适用的刻板印象的激活有时可能会受到抑制。

另外一系列的研究表明，有时，我们可以有意识地抑制刻板印象

的激活（Sinclair，1998；Sinclair & Kunda，1998）。遇到一个非

洲裔美国人会使其他美国人自动地激活有关非洲裔美国人的刻板印

象。然而，当受到非洲裔美国人的赞扬时，他们可能会希望通过抑制



这种消极刻板印象，避免质疑该非洲裔美国人的可信度；毕竟，只有

来自一个擅长于评价他人并且有能力的人的赞扬才有意义。以下实验

就是为了检验这些动机是否会对刻板印象的激活产生抑制作用。实验

中，首先向非黑人被试提供来自于一个黑人或白人对其表现的积极或

消极反馈；其他被试则只观察某些人接受同样的反馈过程。接着，告

诉被试下面的任务与前面的任务没有关联，要求被试完成残词补全任

务，材料中包括多个可以填成与加拿大黑人的刻板印象有关的残词，

加拿大是本项研究的实施地。

由于缺乏抑制黑人刻板印象的强烈动机，与黑人的接触导致了黑

人刻板印象的自动激活。被试无论从黑人那里得到什么样的消极反

馈，都有动力去激活对黑人的刻板印象以表明这些苛刻的评价者没有

什么可信度。那些观察他人从黑人那里得到肯定或否定反馈的被试，

由于在保持或降低自己的能力方面几乎与自己没有什么利害关系，所

以黑人的可信度与他们本人的能力并无什么牵连。事实上，所有那些

和黑人接触的被试以及缺乏抑制动机的被试，确实激活了对黑人的刻

板印象；与那些得到相同的白人评价的被试相比，他们更多地用与刻

板印象有关的词语完成残词补全任务。

当我们想抑制对黑人刻板印象的自动激活时，是否能够成功呢？

显然是可以的。从黑人那里得到积极反馈的被试，可以抑制对黑人的

刻板印象的激活，因为这可以避免他们质疑黑人评价者的可信度。这

些被试在残词补全任务中填写的与刻板印象有关的词语数量甚至低于

基线组，基线组被试从白人那里得到相同的积极反馈。换句话说，被

试为了更加肯定自我价值从而抑制了对黑人的刻板印象。当被试没有

抑制刻板印象的动机时，与黑人的接触就导致了对黑人刻板印象的自

动激活。然而，有一定动机的被试就可以抑制刻板印象。由此可见，

动机可以抑制刻板印象的自动激活。



并且，下面的这项研究发现，动机可以引导人们在众多适用于某

个体的刻板印象中进行选择，从而激活那些他们自己希望被激活的刻

板印象，而抑制那些与之矛盾的刻板印象（Kunda & Sinclair，

2000；Sinclair，1998）。被黑人医生赞扬并因此改善对黑人医生看

法的被试，会抑制对黑人的刻板印象，而激活对医生的刻板印象（与

从白人医生那里得到相同反馈或未得到任何反馈的被试相比）。与此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受到黑人医生批评并因此降低对对方信任的被

试，表现完全相反——他们激活了对黑人的刻板印象，而抑制了对医

生的刻板印象。由于我们可以对刻板印象进行选择性激活和抑制，所

以我们可以预测：当非黑人想给予一个黑人医生好的评价时，则将对

方看成一个医生；想贬低这个黑人医生时，则将对方看成一个黑人。

似乎只要我们想抑制一种刻板印象，就可以不激活它。在这些研

究中，人们需要抑制刻板印象的激活，因为刻板印象会损害其对象在

他们心目中的形象。这些结果对于任何一位关注刻板印象自动激活的

人而言都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它暗示着利用其他目标也可抑制这种激

活。最重要的是，避免产生偏见这一目标足以抑制刻板印象的激活，

因此它也有可能避免由于激活刻板印象而造成的理解上的偏差或不良

的行为。然而，仅仅当我们意识到一种不受欢迎的刻板印象被激活

时，才可能对其进行抑制。如果刻板印象在意识之外激活，那么我们

就很难对其进行抑制。即使我们能在短期内成功抑制住不想要的刻板

印象，但是从长远来看，这种抑制可能会反弹，接下来我们讨论这一

点。

被抑制的刻板印象可能反弹

汤姆和埃玛共进午餐时讨论了种族优惠政策这一话题。汤姆觉得

他应该注意自己的言语。因为通过与埃玛的交往，他发现埃玛对于男



权主义极其敏感。过去许多次，他认为很中立的评论，埃玛却认为是

男权者的论调。所以在与埃玛交谈的时候，汤姆总是极力避免表达任

何对于女性的负性看法或感受，确保不会表达任何可能被看做男权主

义者的观点。午饭过后，汤姆又开始工作，评阅学生的论文。他看到

的第一篇论文署名为Debbie Walker。 你认为这个名字会让汤姆联想

到什么呢？在用餐时努力地抑制对于女性的消极刻板印象，午餐后在

他的脑海中出现这种刻板印象的概率有多少呢？回想一下，当我们试

图控制自己的想法时，往往会出现反向的逆转：越试图抑制一个想

法，这种想法越有可能出现（Wegner，1994；第7章）。刻板印象也不

例外（综述见Monteith，Sherman，& Devine，1998）。

Neil Macrae和他的同事们所作的一系列研究探讨了刻板印象的抑

制对其接下来的提取和应用的影响（Macrae et al.，1994）。这些研

究主要以英国人对理平头的男人的刻板印象为研究对象，英国人对留

平头的群体有很深的偏见。在实验的第一阶段，呈现给学生一幅平头

男性的照片，并要求他们简单地描述一下他生活当中具有代表性的一

天。指导一半的被试抑制刻板印象，告知他们通过刻板印象认识别人

会产生偏差，他们应该试着去避免以这种方式来揣测目标人物。控制

组被试则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指导。

表8.2　对实验组和控制组描述结果的评分以及对刻板印象相关和无关词语的反应

时间



资料来源：Macrae et al. (1994,表2, p.813). Copyright 1994) by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注：基线组被试没有看到平头男性的照片，也没写下任何评论

a. 反应时间的计量单位是毫秒

要求抑制刻板印象的被试按照要求完成任务。他们对于目标人物

的描述由不了解被试实验条件的评估者进行评分，由表8.2可知，实验

组的描述与刻板印象的关联性小于控制组。这种对刻板印象的抑制，

如何影响之后对刻板印象的激活和利用呢？

接下来的实验任务表明，最初对刻板印象的抑制，导致在随后情

境中刻板印象的激活程度和使用率的提高。在一项要求被试完成词汇

判断的研究中，验证了刻板印象的激活。字符串中包括14个与平头的

消极刻板印象有关的负性词语，以及14个与此刻板印象无关的负性词

语。这项任务的逻辑在于：如果一个词语已经在被试的头脑中激活，

那么他们就能更快地对该词作出正确判断。因此，对于刻板印象词语

的反应速度便是刻板印象是否激活的一个测量指标。如表8.2所示，起

初抑制刻板印象的被试，对于刻板印象词语的反应速度要比控制组快

一些（两组被试对与刻板印象无关词语的反应速度一样）。换句话

说，对刻板印象进行抑制以后，被抑制的刻板印象反而更容易被提取

出来。

另一项研究表明刻板印象可提取性的提高也可能会对行为产生影

响（Macrae，1994）。完成第一阶段任务后，被试被带到另一个房间

与这个目标人物见面。然而，当他们进入房间的时候，他们看到了摆

成一排的八个空座位。可以看出，平头男子刚刚离开房间，他的夹克

和包放在第一个座位上。要求被试坐下来等那名男子。此时研究者感

兴趣的问题是，被试将会在他们自己与目标人物之间留多远的距离，

也就是他们将会坐在离那个目标人物的衣物多远的座位上。和控制组



相比，实验组的被试坐在离目标人物更远的位子上。由此可以推论，

先前受到抑制的刻板印象出现了反弹，并使得被试想要与刻板印象对

象保持更远的社会距离。

这些研究以及其他类似的研究表明，当别人要求我们抑制某一刻

板印象时，我们会有效地完成任务。但是，当我们转向另一些任务而

不再努力地抑制刻板印象时，可能这一刻板印象在我们大脑中变得更

强烈。当我们自己要求自己抑制刻板印象时，情况也是如此

（Macrae，Bodenhausen，& Milne，1998；综述见Monteith et al.，

1998）。在一种情景中，我们全力避免偏见的产生，但是当我们转向

一个新的环境、减少戒备时，我们反而更容易产生带有偏见的思想与

行动。

至此本章主要探讨了我们在不同情况下激活刻板印象的程度，以

及影响刻板印象激活和抑制的因素。接下来我将探讨群体刻板印象会

在哪些情况下，以及以何种方式影响我们对群体成员的判断。

刻板印象的应用

刻板印象给个人信息涂上色彩

区别性解释　想象一下，当一个白人女生走在校园里，碰到一个

年轻的美籍西班牙人蹲在自行车旁焦躁地摆弄着车锁。她会认为他在

做什么呢？如果她碰到的是一个白人而不是一个美籍西班牙人在做同

样的事情，她的解释会有所不同吗？多项研究表明她的言行很可能会

不同。如果一个人已存在的刻板印象中认为西班牙裔人比白人更有可

能犯罪的话，她会假设摆弄自行车锁的西班牙裔人在偷车，而认为做



同样事情的白人是在试着打开自己的自行车。换句话说，一个人的刻

板印象会导致他对同样的行为做出不同的解释。

在研究这一现象的实验中，让白人学生观看一段两个人对话的录

像（Duncan，1976）。看录像的过程中，被试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听到

提示音，当他们听到提示音的时候，要将刚刚看到的录像中的行为归

入现有的几个范畴中（比如，戏剧性表现，提供信息，征求意见，玩

耍，暴力行为，攻击性行为）。渐渐地，他们所看到的讨论变得越来

越激烈，其中一个人说“你一定是疯了”以及“你太保守了，持有这

种态度你永远都不能前进！”之类的话。最后，其中一个人推倒另一

个人，此时会出现提示音，要求被试对此行为进行归类。不同的被试

看到的是不同版本的录像，在一个版本里是一个白人推倒另一个人，

而在另一个版本里推人的是一个黑人。这就引发了对于这个推搡行为

的不同解释：如果是白人推的，就被认为是在开玩笑，或是增加戏剧

性；但如果是黑人推的，就被认为是一个暴力或攻击性的行为。

由此可见，如果某一行为模棱两可的话，会由于行为者属于不同

刻板印象群体而产生完全不同的理解。其他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结论。

这些研究表明，与种族、社会阶层或职业有关的刻板印象会造成对同

一模棱两可的行为的不同解释（例如，Darley & Gross，1983；

Dunning & Sherman ， 1997；Kunda & Sherman-Williams ， 1993；

Sagar & Schofield，1980）。令人遗憾的是，就连美国少数族群日常

生活中遭受的侮辱也支持这个结论。例如，很多非洲裔美国人叙述他

们在逛商店的时候，身后总会尾随一个可疑的店员。如果逛商店的人

是白人，会被认为是正常的消费者行为；而如果逛商店的是黑人，就

会被看做店员在监视这些“顾客”，防止他们偷窃。

毫无疑问，这种对行为带有刻板印象倾向的解释，经常反映出明

显的偏见和刻意的歧视。但事实并非总是如此，前面已经讨论过，与



一个非洲裔美国人接触可能会使人自动地想到一些特征，例如好斗、

犯罪，这种特征进而会影响人们对其模棱两可行为的解释（Devine，

1989）。令人伤脑筋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从感知者自己的角度来

看，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持有偏见，而只知道自己“看到”一个暴力

或犯罪行为。

即便刻板印象不影响对行为的归类，它们仍然能影响对行为所做

的解释，使行为带有一定色彩。例如，人们会将白人的成功归因于突

出的能力；然而，妇女或者黑人取得同样的成功却被归因于努力工作

或好运（例如，Deaux & Emswiller，1974；Jackson，Sullion &

Hodge，1993；Yakin，Town，& Wallston，1982）。人们对他人行为

作出解释的方式取决于他们是否属于相同的社会群体：对本群体成员

行为的解释，要比对非本群体成员的行为的解释更加积极。当行动者

属于与自己相同的群体时，对消极行为的解释会较少归因于行动者的

内在特质，而更多地归因于环境的力量；但是当行动者不属于自己的

群体时，对同样的消极行为会作出相反的解释（Pettigrew，1979；

Taylor & Jagg，1974）。这种不同的归因模式，有时被称为“基本归

因错误”，这种错误可能源于人们对自己所属群体比其他群体有更加

积极的刻板印象。

刻板印象也会影响我们理解用来描述人的特征词，当我们听到一

个律师被描述成具有“攻击性”时，我们会理解为，这个律师是个能

言善辩、用词犀利的人。而当我们听到用同样一个词描述建筑工人

时，我们会理解为，这个建筑工人可能满口脏话，并且喜欢在酒吧争

吵打架（Kunda，Sinclair，& Griffin，1997）。同样一个描述人格

特征的词语应用于不同的刻板印象对象时，就会产生不同的意义。

适用于某人的一种刻板印象，也可能会影响对适用于这个个体的

其他刻板印象的解释。一个刻板印象会激活另一个下位的刻板印象。



当我们知道一个木匠是一名哈佛的毕业生时，我们会假定这是一个特

殊的木匠，是一个专家型木匠。当我们知道一个护士是一名男性，我

们会假定他是一个特殊的护士，比如精神科护士（Hastie，

Shroeder，& Weber，1990；Kunda，Miller，& Claire，1990）。

总之，刻板印象会导致我们对同样的行为、人格特征以及相同的

群体成员做出不同的解释（Kunda & Thagard，1996）。正如先前讨论

的，像这种受刻板印象驱使所做的解释常常自动发生（Devine，

1989）。因此，我们常常误以为，我们对于一个刻板印象对象的反应

不受偏见的影响，这些反应源于对方的行为和品质而不是刻板印象。

其实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些行为和品质的意义已经受到刻板印象的

影响。如果这个人属于一个不同的群体，我们可能会为同一品质赋予

不同的意义。

标准的变换　通常被一年级学生认为优秀的某篇作文，在六年级

学生看来却非常差劲。显然，不同的年级有不同的评定标准。可能不

那么明显的是，种族和性别刻板印象以相同的方式导致不同的判断标

准。如果认为女大学生比男大学生更擅长英语，可能会用不同的标准

来对他们的表现进行评估。在一次英语测试中，同样得80分，对男生

来说是优秀，对女生来说则仅仅是一般，因为对女生采用了更高的评

判标准。

对学生表现的描述，也会因学生的性别差异而产生不同的解释。

当我们说约翰英语散文学得很好，可能意味着他得了B（我们认为对一

个男生来说，这就是好成绩）。然而当我们认为琼学得很好时，则可

能意味着她得了A-（我们认为对于女生而言，这才是一个好成绩）。

因此，即使我们使用同样的主观词“优秀”来描述男生和女生相同的

表现，但实际上我们对这些表现的评估可能已经受到了性别刻板印象



的影响。如果要求我们用客观标准报告评估结果，比如写出分数，就

会更清楚地看到性别刻板印象确实影响我们的评估结果。

在验证标准的变换对主观评价影响作用的一项研究中，要求被试

阅读和评价杂志中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署名是琼· T.麦凯或者约

翰·T.麦凯（Biernat & Manis，1994）。一半被试用客观标准进行评

价（例如，采用从A+到E的等级标准），另一半则用主观标准进行评价

（例如，采用从优秀到极差的标准）。一些被试阅读一篇关于男性主

题的文章（例如，钓鱼），另一些被试阅读关于女性主题的文章（例

如，化妆），还有一些被试则阅读中性主题的文章（例如，健康）。

实验的假设如下：由于刻板印象的作用，被试会认为女性不擅长写男

性主题的文章，但更擅长写女性主题文章，在写中性主题的文章方面

则和男性一样，这些刻板印象将会影响被试对文章的评价。

对客观评价结果的检验表明，对于同一篇男性主题的文章，以琼

为作者时所得的分数要比以约翰为作者时低；而同一篇女性主题的文

章，以琼为作者时的得分比以约翰为作者时得分高；无论以谁为作

者，中性主题的文章得分相同。虽然刻板印象使被试认为，当文章作

者的性别与刻板印象的最佳性别一致时，文章才得到高分。但是，通

过主观测量并没有发现刻板印象驱动的评价过程。主观测量的结果显

示，不管作者的性别是男是女，所有的文章都被认为同样好。在主观

评价过程中，被试肯定对男性和女性使用了不同的内隐评价标准。例

如，即使琼的文章在客观评价标准上得分更高，但是琼和约翰写的关

于眼部化妆的文章都被评为优秀。作为一个女性，她得的A-属于优

秀；而对于一个男性而言，约翰得到B就属于优秀（不能指望他特别擅

长这个主题的文章）。

该研究和其他类似的研究都表明，当我们运用主观标准评价某人

的表现时，我们脑海中对不同的刻板印象对象有不同的评价标准。我



们认为，一个非洲裔美国运动员的优秀成绩要比一个白人运动员的优

秀成绩更突出，因为对非洲裔美国人来说，优秀运动员的标准更高。

我们也会认为，一个非洲裔美国学生的优秀口头表达能力，要比一个

白人学生的优秀口头表达能力差一些，因为在这个领域内，对非洲裔

美国人的测量标准较低（Biernat & Manis，1994）。因此，致力于考

察刻板印象对判断的影响的研究者们，应谨慎地选择测量手段。如果

他们仅采用主观的标准，就可能发现不了由刻板印象驱动所产生的理

解上的巨大差异，如果使用客观标准的话，就可以发现这一差异。

在个人信息呈现过程中运用刻板印象

我们倾向于假定安德鲁比安更加自信，律师米勒比图书管理员米

勒更加外向，英语专业的学生史密斯比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史密斯看了

更多的电影。实验已经一再表明，如果我们对一个人的了解仅限于其

属于某个特定群体，那么对这个群体的刻板印象就会影响到我们对该

个体的印象（例如，Locksley，1980；综述参见Kunda & Thagard，

1996）。但是，如果我们还了解关于这个人的其他信息——行为、品

质、家庭环境，又会是什么情况呢？这种已知的个人信息，是否也

会、并在什么情况下会影响我们的刻板印象特征，对此尚有不少争

论。

最初，Anne Locksley和她的同事们认为，因为刻板印象就是基础

比率（它们为不同群体的成员将会表现出的各种行为和特点提供了先

验概率），所以个体的“行为”也应该符合基础比率（Locksley，

1980，1982）。回想一下，当我们对他人一无所知时，通常会利用基

础比率对这个人作出判断；但如果向我们提供关于该个体的其他个人

信息时，我们就会忽略基础比率，并且仅以个人信息为基础来进行判

断（Kahneman & Tversky，1973；见第3章）。Locksley和她的同事们



提出，使用和忽略刻板印象也遵循这种模式。例如，他们发现，当仅

仅告知名字时，被试认为南希不如汤姆那么自信。但是当又告知他们

南希自信的行为后，他们就会认为，在课堂上表现自信的南希和汤姆

一样自信（Locksley，1980；详细讨论见第3章）。

最初，通过这样的研究得出一个乐观且令人鼓舞的结论，即在面

对陌生人时，我们可能会运用不恰当的刻板印象；但是一旦我们对这

个人有了一些了解，就不会再用刻板印象去看待对方。即使一个简单

的行为也足以削弱消极刻板印象带来的潜在影响。然而遗憾的是，尽

管对Locksley及其同事的基本观点进行了多次重复验证，但其他研究

者的结果从本质上限制了上述结论可能适用的情境。这样，最初由

Locksley等人的研究带来的令人乐观的局面受挫了（综述参见Kunda &

Thagard，1996）。通常人们不会根据统计规则把个人信息和刻板印象

（或其他的基础比率）所暗含的信息整合起来。人们根本不可能尝试

整合以下的信息：“她表现得非常果断，但她毕竟是一个女性，因此

我认为她仅仅只是有一定的果断性而已。”实际上，当人们获得刻板

印象对象的一些个人信息时，可能会将他们对这个人的认识建立在个

人信息基础上，从而忽略刻板印象的作用。尤其当刻板印象相对较

弱，而个人信息相对较强时更是如此（Krueger & Rothbat，1988）。

但是，即使人们没能将刻板印象和个人信息整合起来，刻板印象还是

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来影响个体给他人留下的印象。刻板印象可能首先

会影响对个人信息的建构方式，继而影响对个体未来行为的预期。接

下来我们将要讨论刻板印象的这些影响途径。

不明确信息与明确信息　一个名叫约翰的建筑工人，动手打了某

个惹恼他的人。试着想象这件事情发展过程中的具体细节。现在，请

再试着想象一个不同的情节，一个叫简的家庭主妇打了某个惹恼她的

人，你又会如何想象这件事情的发展过程呢？实验中，让两组大学生

分别想象这两个情景，结果两组被试想象出迥异的情节（Kunda &



Sherman，1993）。他们想象建筑工人正在猛击同事，这是一种非常具

有攻击性的行为；但是却想象家庭妇女在打一个顽皮的孩子，这却是

一个攻击性较弱的行为。换句话说，人们对建筑工人和家庭妇女的行

为做出解释时，会受到刻板印象的影响。

即使当我们仅仅以个体的行为作为基础来认识某人时，通过由刻

板印象驱动的解释过程，刻板印象还是能影响我们对某一刻板印象对

象的看法：它能决定我们对行为赋予何种意义。尽管我们只是根据建

筑工人和家庭妇女的行为进行判定，但是由于受到刻板印象的影响，

对两者同样的行为会有不同的解释。当然，只有当行为非常不明确

时，我们才能对其行为有不同的解释；当行为信息非常明确时，刻板

印象将无法发挥作用。因为不管由谁实施这种明确的行为，人们都倾

向于以同样的方式来理解它。

在验证这一观点的一项研究中，要求被试读一段材料，内容是建

筑工人或者家庭妇女进行三种活动中的一种（Kunda & Sherman-

Williams，1990）。三分之一的被试所阅读的内容是“打某个惹恼他/

她的人”，这是一种概括的、不明确的行为。正如前面提到的，当一

个建筑工人实施这种行为时，相对于一个家庭妇女实施这种行为，被

试更有可能做出不同的解释。剩下的被试所阅读的行为内容是对上述

不明确行为的具体解释。其中一种将上述行为解释为典型的、具有攻

击性的行为，例如，描述一个建筑工人正在打某个人（打一个嘲讽他/

她的邻居）；另一个版本是把上述行为解释为一种常见的、具有轻微

攻击性的行为，例如，描述一个家庭主妇正在打某个人（因为儿子把

泥巴弄在地毯上而打他的屁股）。后两种明确的行为都没有留下进一

步解释的空间。实验的最后要求被试评定建筑工人或家庭妇女的攻击

性程度。



当对行为进行具体、明确的描述时，被试仅以行为作为基础来评

定其攻击性。如图8.2所示，被试认为建筑工人和家庭主妇打邻居时要

比他们打孩子更具攻击性；而且被试认为在这两种情况下，家庭主妇

和建筑工人具有相同的攻击性。换句话说，当人们明确了解一个家庭

主妇或者建筑工人的行为时，与家庭主妇、建筑工人有关的刻板印象

不会影响被试对行为攻击性的判断。被试只根据个体的行为作出判

断。然而，当对行为的描述模棱两可时——“打某个惹恼他/她的

人”，结果就发生了改变；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认为建筑工人比家

庭妇女更具有攻击性。也就是说，刻板印象影响人们对不明确的攻击

行为的理解。在这种情况下，被试似乎同样也是以对方的行为来作出

判断，但由于他们对建筑工人和家庭主妇的行为预期不同，因此对他

们的攻击性判断结果也不同。

图8.2　对家庭妇女和建筑工人的行为（打了某个惹恼他/她的人）不进行明确描

述、解释为高攻击性行为（攻击某个嘲笑他/她的邻居）或轻微攻击性行为时（打弄



脏地毯的小孩）的攻击性评分结果。用标准分报告评定结果，高分代表较高的攻击

性。

资料来源：Kunda & Sherman Williams (1993，p.93). Copyright 1993)

by Sage Publications, Inc.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总之，当我们了解某一刻板印象对象的个人信息时，我们会仅仅

以个人信息而不是刻板印象来判断这个人的性格。然而，由于刻板印

象能够决定我们如何理解和解释个人信息，因此它还是会影响我们对

个体的判断。当所了解的个人信息不明确的且可以对之做出多种解释

时，刻板印象仍然对个体印象的形成产生重大的影响。遗憾的是，由

于人们可以对许多社会行为作出多种解释，因此刻板印象的影响作用

普遍存在于人们的印象形成过程中。

特质判定与行为预测　正如前面所讨论过的，即使我们相信，名

叫约翰的建筑工人比名叫约翰的会计师更具攻击性，但是如果我们同

时又知道双方都实施了一个不具攻击性的行为，比如从一个侮辱他们

的人身边走开，虽然感到愤怒但还是保持沉默，我们会认为两人都不

具有攻击性。但是，我们会认为这两个人中的哪一个更有可能在下班

后卷入酒吧的争斗中？或者对路过的妇女作无礼的评论呢？

即使现在我们认为，建筑工人和会计师同样不具有攻击性，但我

们仍然会说，不具攻击性的建筑工人比不具攻击性的会计师更有可能

做出这些粗鲁的行为。这是因为，虽然非攻击性行为已经有效地削弱

了刻板印象中的攻击性特质，但刻板印象的其他方面仍然保持完整。

我们仍然将建筑工人看做工人阶层中的一员，将会计师看做高中产阶

层中的一员。对两种职业的刻板印象，仍会影响我们对某种攻击性行

为发生概率的判定。我们相信工人阶层比高中产阶层更有可能卷入酒

吧里的争斗或者对妇女作出粗俗的评论。因此，当属于工人阶层的建

筑工人和属于高中产阶层的会计师都从一个侮辱他的人身边走开，尽



管我们相信两个人的行为同样不具有攻击性，但前者比后者看起来更

有可能做出上述属于工人阶层的攻击性行为。

这项分析表明，即使刻板印象对特质的影响被个体信息削弱了，

但还是会影响我们对个体特质相关行为所做出的预测，这是因为刻板

印象中其他没有被个体信息削弱的方面还是会影响对个体行为的预

测。在验证这一观点的一项研究中，被试阅读一则关于约翰的材料，

内容是他的一个熟人嘲笑他的婚姻，并且开他妻子的玩笑，虽然他非

常愤怒，但还是一言不发地走开了（Kunda，Sinclair，& Griffin，

1997）。材料中将约翰的职业定为建筑工人或会计师。与假设一致，

约翰的非攻击性行为确实削弱了被试对职业刻板印象中攻击性的认

识；被试认为建筑工人约翰与会计师约翰一样不具有攻击性。然而，

被试仍然认为，建筑工人约翰比会计师约翰更有可能表现出一系列与

工人阶层刻板印象有关的攻击性行为，比如卷入酒吧争斗，对妇女做

粗鲁的评论，猛烈回击打了他的人。越是将行为和社会地位联系在一

起，被试对两个人将实施某种行为的可能性的预期差异越大；建筑工

人实施与工人阶层地位联系紧密的行为的可能性要大于会计师实施此

行为的可能性。

研究结果再次表明，在了解了诊断性的个人信息后，我们对他人

的刻板印象不会影响对该个体特质的判断。但是，我们的刻板印象仍

然会影响我们对该个体可能做出的行为所进行的预期。因为刻板印象

中其他还未受到质疑的方面也能影响到对行为的预期。毫无疑问，我

们关于一个人在不同的环境中有何举动的预期，将会在我们与该个体

互动过程中发挥重要的引导作用。因此，即使对方是我们所熟悉的

人，刻板印象还是可以影响我们对该个体的反应。

总而言之，当Locksley和她的同事们首次发现，个人信息能削弱

刻板印象在印象形成中的作用时，我们得出一个让人乐观的结论：一



旦我们了解了某一刻板印象对象时，我们将抛开刻板印象；对于我们

熟悉的人，在形成对他们的印象时，刻板印象将不再发挥作用

（Locksley et al.，1980）。遗憾的是，后来的研究显示，这个最初

的结论过于乐观，在以下两种情况下，上述结论均不成立：个人信息

是不明确的，并且能对之做出多种解释；对未来行为进行预测，而不

是对某个特质作出评定。在这两种情况下，即使提供了个人信息，刻

板印象对印象形成仍然有影响。因为许多社会行为都具有不明确性，

而且我们对他人行为的预期会在我们与他人互动的过程中起着指导作

用，所以刻板印象对印象形成的影响有可能确实非常普遍；并且即使

了解了个人信息，这种影响仍然存在。

心理能量与刻板印象的应用　刻板印象之所以经常影响我们的判

断，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人们必须通过努力才能不受刻板印象的影

响。当人们疲倦、分心或者时间紧迫时，就不可能投入必需的资源来

消除刻板印象对自己判断的影响。因此，当人们的心理能量由于这样

或那样的原因受到限制时，人们会更有可能以刻板印象为基础形成对

某人的印象，而我们在认知资源相对充足时并不使用这些刻板印象。

有些人属于“百灵鸟”类型——每天早晨他们的精力达到顶峰，

而在晚上时疲倦不堪。有些人属于“猫头鹰”类型——他们早上醒来

时疲倦无力，直到晚上才达到认知的高峰期。在一项设计巧妙的研究

中，Galen Bodenhausen依据上述差异来验证心理能量的减弱对应用刻

板印象的影响（Bodenhausen，1990）。他推测如果人们在心理能量有

限时，倾向于运用刻板印象，那么当其不处在心智能力的高峰期时，

更有可能运用刻板印象。在他的研究中，要求被试阅读一些案例，这

些案例涉及大学生的不良行为，并要求被试评价每个学生的“罪

行”。选择这些所谓的“违法”行为，是因为每一种“违法”行为都

极易与某个刻板印象对象群体联系起来。其中一个案例讲述考试中作

弊的学生（与对在校运动员的消极刻板印象有关）；在另一个案例



中，一个学生被指控攻击他的室友（与对西班牙裔人的消极刻板印象

有关）；还有一个案例中提到一个学生被指控贩卖毒品（与对非洲裔

美国人的消极刻板印象有关）。对于每个案例，引导其中一半的被试

去相信这些被指控的嫌疑人属于刻板印象对象群体，即被试认为最有

可能犯相关“罪行”的群体（他被描述为一个运动员或者被赋予一个

与刻板印象有关的名字），而另一半被试则没有接触这类刻板印象预

期信息。两组被试阅读完全相同的案例，这些案例提供了关于违法行

为的证据，这些证据只是建议性的而非结论性的。

在非认知高峰期时作出判断，刻板印象是否更有可能影响被试对

嫌疑人的罪行判断呢？为了探讨这个问题，被试在早上（上午9点）、

下午（下午3点）或者晚上（晚上8点）参加实验。根据评估被试有关

特质的问卷将被试分成“百灵鸟”类型和“猫头鹰”类型。如果被试

依赖他们的刻板印象进行罪行判断，那毫无疑问，当被指控者属于有

可能犯罪的某一刻板印象对象群体时，相比他不属于这个群体的情

况，被指控者会被判更严重的罪行。例如，针对同样的考试作弊指

控，被试对在校运动员所判的罪行要重于一个非运动员。与预期一

致，当被试过了高峰期并且没有警觉性时，他们的判断显示出了刻板

印象的影响：“百灵鸟”类型的人仅仅在下午和晚上作出判断时依赖

于刻板印象，“猫头鹰”类型的人则仅仅在上午依赖于刻板印象。尽

管人们会在一天的不同时段感到疲倦，但人们在疲倦时最有可能受刻

板印象的影响。

其他能减少心理能量的情境也会使刻板印象的运用增加。这些情

况包括时间压力、快乐和不快乐的情绪，以及认知繁忙（例如，

Bodenhausen，Kramer，& Susser，1994；Kruglanski & Freund，

1983；综述参见Kunda & Thagard，1996）。例如，在一项研究中，设

计一个认知繁忙任务让一半被试完成，被试在进行视觉搜索任务的同

时观看一部录像，这部录像中有一个亚洲人或白人正在描述一系列自



己生活中的普通事件（Gilbert & Hixon，1990）。当认知繁忙时，被

试将对亚洲裔美国人的刻板印象应用于他们的印象形成中，但在认知

不繁忙时则不会这样：只有认知繁忙的被试认为亚洲人比美国人更有

可能具备典型的亚裔美国人特征，比如害羞而又聪明；而认知不繁忙

的被试则不论目标人物的种族，都会做出一致的人格评定。

为什么当人们的认知负荷较高时，更有可能将刻板印象应用于刻

板印象对象身上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有两个可信的解释（Gilbert

& Hixon，1991）。一般应用较多的解释是，刻板印象比个人信息更容

易运用（Bodenhausen，1990；Hamilton & Sherman，1994）。持这种

观点的人认为刻板印象运用起来就像启发法一样迅速而又容易，而且

不需要意志努力；而处理个人信息则非常费力，且容易受认知负荷影

响（Fiske & Neuberg，1990；对迅速、容易和需要付出精力的思维的

相关讨论见第3章和第6章）。

虽然这种观点获得广泛的赞同，但是我还是要指出，支持这一观

点的证据不能让人信服。现有的数据只能证明这一观点的一半。数据

表明，当认知的能量减小时，对刻板印象的运用就增加，但数据并没

有显示出在这个过程中对个人信息的应用在减少。为了证明认知负荷

过大会影响人们对个人信息的运用，有必要向被试提供不同种类的个

体化信息（例如，有关违法行为的有力证据和不太有力的证据），并

能发现当人们的认知负荷过重时，对个人信息变得不那么敏感。遗憾

的是，至今还没有研究探讨心理能量对运用刻板印象的影响是如何发

挥作用的，所有的研究都向不同的被试提供同样的关于目标人物的描

述，使被试将目标人物与不同的刻板印象联系起来（Kunda &

Thagard，1996）。因此，还没有证据能够表明，当人们的认知资源受

到限制时，他们不太可能运用个人信息。加大认知负荷也可能增强了

人们对个人信息的依赖性，就像它增强了对刻板印象的依赖性一样。



当全神贯注时，人们可能更多地依赖于每一条明确的相关信息，而不

是通过一个复杂费力的过程将所有相关证据整合在一起。

对这一观点提出质疑的另一个原因是：对刻板印象进行加工的过

程，与加工行为或者其他种类的个人信息的过程相比，需要较少的意

志努力。研究显示人们能自动地从行为中推断出特质（Gilbert，

1989，第7章；Winter，Ueman，& Cunniff，1985，第10章）。这一点

与加工个人信息需要意志努力的观念相矛盾，它说明处理个人信息可

以像加工刻板印象一样不需要意志努力。但是，理解更为复杂和多方

面的个人信息，比如关于一项犯罪行为的具体证据，仍有可能需要相

当多的认知资源。

第二个较为可信的解释是：抑制刻板印象需要很大的意志努力。

正如先前讨论过的，刻板印象会自动影响我们的判断。如果人们意识

到刻板印象的影响，就可能希望避免以刻板印象作为判断的基础，但

这需要意志参与（Devine，1989）。这一解释也未得到有力的证据支

持。显然，偏见较少的人不希望在他们的判断和行为中表现出自己有

偏见。他们尝试抑制由刻板印象造成的带有偏见的反应。而且，一旦

发现偏见已在不经意间影响了他们的反应时，他们会感到内疚和悔恨

（ Devine ， 1991；Monteith ， 1993；Monteith ， Devine ， &

Zowerink，1993）。然而，并没有证据表明，抑制刻板印象比运用它

需要更多的意志努力。

总之，当人们的心理能量减小时，对刻板印象的运用就会增加。

而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究竟是缺乏充分的认知资源用以加工个人信息

及其他信息，还是认知资源不足时削弱了人们抑制刻板印象的能力，

目前尚不清楚。但有一点非常明确，不管是什么原因，当人们疲劳

时，全神贯注时，或是时间紧迫时，刻板印象更有可能对相关对象的

印象形成产生影响。



动机驱动的刻板印象的应用和抑制　设想由于在一次重要的考试

中失利，或者没有得到期望中的升迁，你的自尊心刚刚受到打击。遇

到这种情况时，恢复自尊的需要就变得特别强烈。获得自尊和成就感

的方法之一是，与其他能力比你差的人作比较。你可能因此而设法贬

低你遇到的每一个人，通过这种比较使你显得似乎比他人优秀。当你

非常想提高自我价值，而你遇到的人又正好属于消极的刻板印象对象

群体时，你就可能会利用这种消极的刻板印象，贬低这些不幸的个

体。Steven Fein和Steven Spencer做的一系列研究表明，当我们想再

度肯定自己的自我价值时，就更倾向于将消极的刻板印象应用于刻板

印象对象身上（Fein & Spencer，1997）。

在一项研究中，要求被试首先参加一个智力测验，并对他们的表

现给出肯定或者否定的反馈。然后，在一个表面看起来不相关的研究

中，要求他们根据工作申请表和面试过程中的一段录像，评价一个作

为人事经理候选人的女性。将这位女性描述成犹太人，或者非犹太

人。方法是给她取一个犹太人或者非犹太人的名字和相关的背景描

述，以及把她粘在工作申请表上的照片做一点修改（例如，为她戴一

个“大卫王”星章或者十字架），这项研究是在密歇根大学开展的，

当时校园里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犹太美国公主”消极刻板印象。该研

究的假设是：在智力测验中经历失败的被试需要提高他们的自尊，有

可能运用这种刻板印象来贬低犹太人妇女，以提升自我价值。研究结

果与假设一致，如图8.3所示。

无论被评价者是不是犹太人，第一阶段得到肯定反馈的被试都对

她作出了同样高度的评价。这些自尊在智力测验中得到了提升的被

试，在第二阶段不需要进一步提高自己的自尊，因此，不需要用消极

的犹太人刻板印象来贬低这名犹太女子。由于缺乏应用刻板印象的强

烈动机，这组被试没有使用刻板印象。相比之下，在智力测验中得到

否定反馈的被试对犹太女子的评价低于对非犹太女子的评价。这些被



试的自尊在第一个任务中受到打击，因此可能试图通过运用消极刻板

印象来贬低他人，以达到肯定自我价值的目的。被试通过贬低犹太女

子，确实满足了他们提高自尊的愿望，但在其他任何实验条件下被试

都没有经历这样的自尊提升。简而言之，仅仅当被试感到自尊受到威

胁时，他们才会将消极的刻板印象应用于某一刻板印象对象身上，以

恢复自尊。所以，当人们处于低谷时，更有可能应用消极的刻板印

象，因为我们知道，贬低他人可以让自己心里舒服一些。

图8.3　被试对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申请者的评价，这些被试刚刚参加过智力测验，并

得到积极的或消极的反馈。高分代表更积极的评价。

资料来源：Fein & Spencer (1997, 表3, p.38). Copyright 1997) by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其他动机也可能会引导我们将消极的刻板印象应用于刻板印象对

象身上。当刻板印象对象给予我们较差的评价时，人们会想到与评价

者有关的消极刻板印象，以使苛刻的评价者显得不可信，并因此降低

其评价的有效性。因为如果我们认为评论者能力不足的话，就不会接

受这个人给出的否定反馈。Lisa Sinclair和我在一系列的研究中发

现，如果黑人和女性评价者对白人男子的评价不高的话，白人男子会

贬低他们；反之，则不会贬低他们（Sinclair，1998；Kunda &

Sinclair，in press）。一个黑人或者女子给予被试消极评价时，和

一个给出同样消极评价的白人相比，被试会认为前者比后者的能力

低。对被试作出积极评价时，被试对黑人或女性的评价和给出同样评

价的白人一样高。简而言之，只有从刻板印象对象那里得到消极评

价，被试才会运用消极刻板印象来评价这些刻板印象对象。显然，他

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要保护自己不要因为刚刚接收到的信息而降低自

我评价。其他被试看到同一刻板印象对象给予别人而不是自己消极反

馈时，他们的自我价值不受到威胁，他们也不会贬低这些刻板印象对

象群体中的评价者。

以男女大学生为被试的研究得出了同样的结果，实验中要求被试

评价上一学期指导过他们的教授的个人品质（Kunda & Sinclair，in

press）。你可能也注意到了，学生们对教授的评价取决于教授对他们

的评分，得分越高，学生对教授的评价也越高（Greenwald &

Gillmore，1997）。我们还发现，当教授是女性时，这一点更为明

显，当女性教授给出低分后，更有可能被学生贬低。学生对给予他们

高分的女性教授的评价，与给予他们同样高分的男性教授的评价一样

高。然而，对给予他们同样低分的女性教授和男性教授，学生却认为

前者比后者的能力低。有趣的是，不管男生还是女生，都作出相同的

反应。对于给出低分的女教授，女学生和男学生都运用关于女性的刻

板印象来贬低女教授。



这两项研究表明，自我保护动机会导致人们去应用在其他情况下

并没有用到的消极刻板印象。这些研究还表明，即使当我们在动机驱

使下去贬低他人时，也只有在觉得有一个正当的理由时才会这样做

（Kunda，1990）。在这两类研究中，当被试受动机驱使去证明或者保

护自我价值时，被试不会贬低主流的目标人物。之所以出现这种现

象，有可能是因为不管这些被试多想贬低这些主流个体，但都找不到

充分的理由。而一个消极的刻板印象能够提供我们所需要的理由，从

而用来轻视刻板印象对象群体中的成员。因此，当我们受动机驱使

时，就会抓住并运用刻板印象。

刻板印象与个体信息的串行加工和并行加工　我不止一次在餐馆

里遇到这样的情况，当用餐快要结束想要叫服务员来结账时，常常会

非常尴尬地意识到，我无法从所有身穿制服的服务员中，认出刚才为

我点菜上菜并且多次停下来询问一切是否满意的那位服务员。为何我

没有注意到为我服务的服务员的长相呢？关于印象形成的两个颇有影

响力的模型表明，这种回忆的失败可能不完全是因为我上了年纪，而

是当我们碰到不感兴趣的刻板印象对象时，我们可能不会去注意这些

人的外貌和行为上的细微差别，除非他们的行为和外貌特别吸引人或

不同寻常。实际上，我们对一个刻板印象对象所形成的看法，主要以

刻板印象为基础（Brewer，1988；Fiske & Neuberg，1990）。直觉告

诉我们，当我们与刻板印象对象的交往仅限于他们的刻板印象角色内

容时，这种情况就更可能出现。当我们和酒店服务员、销售人员或客

户服务人员等人打交道时，就属于这种情况。

然而，当我们不论出于什么原因想了解一个人，或者一个人的行

为和品质与我们的刻板印象相冲突时，我们可能会更注意这个人的个

体特征，其结果是，当我们形成对这个人的印象时，会更多地依赖于

这些个体特征。一些研究表明，当某一刻板印象对象的个人信息和人

们对它的预期相冲突时，以及人们受动机驱使想更准确地或更好地认



识一个人时，他们可能更多地关注个人信息（Neuberg & Fiske，

1987；综述见Fiske & Neuberg，1990）。

根据这些研究以及相关的研究，研究者提出了两个相近的印象形

成模型，即Susan Fiske和Steven Neuberg在1990年提出的连续模型以

及Marilynn Brewer在1998年提出的双过程模型。虽然这两个模型在内

容和重点上有几处关键的不同之处，但它们都是基于一些获得广泛认

同的基本假设而提出来的。两个模型都区分了基于刻板印象的加工和

基于属性的加工，前者认为人们主要通过刻板印象形成印象，后者则

认为人们主要通过个人信息形成印象。另外，Neuberg和Fiske认为，

印象形成的一系列中间加工过程，主要基于刻板印象和个人信息相混

合的信息。Brewer则提出另外一个印象形成方式——“个体化”，认

为刻板印象只是个体的多种特征之一，印象是对个体多个特征的整

合，这些特征包括刻板印象、行为，或者人格特质。

这两个模型都是连续性的，都假定人们可能一开始就自动地将个

体作为某一刻板印象对象群体中的一员来进行识别和分类。在早期阶

段，印象的形成完全以刻板印象为基础，人们的印象形成过程常常到

这个阶段就结束了。如果人们要对他人有更深的了解，或者不能将他

人的特性或行为与某一特定的刻板印象融合在一起时，可能会进入第

二阶段以属性为基础的个体化印象形成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讲，两个

模型都假设了刻板印象在印象形成中起着特殊和主要的作用。

Paul Thagard和我提出另外一个印象形成模型：并行加工模型

（Kunda & Thagard，1996）。这个模型认为，正如前面提到的那个认

不出服务生的例子，有时候，个体只注意到他人所属的刻板印象范

畴，几乎不去注意个人信息。在这种情况下，正如连续模型所提出的

那样，刻板印象在印象形成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然而，如果人们也

注意到他人的行为、衣着、个人环境或者任何其他的个人信息，刻板



印象将不再占有特殊的地位。而且，刻板印象和个人信息共同影响印

象形成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关于个人的不同方面的信息会相互抑制

和相互影响（关于并行抑制满足模型的详细描述，参见第2章）。

例如，假设你看到一个穿职业装的女子猛推一个男士。连续模型

会假定你将通过以下几个阶段形成印象（Fiske & Neuberg，1990）。

首先，在这种情况下你会运用占主导地位的、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对那

个女子进行归类。如果你对她没有特别的兴趣，印象形成过程到此为

止。如果对她感兴趣，无论是什么原因，你都会尝试确定她的行为及

穿着和你对一般女性的刻板印象是否一致。如果你认为某个人和你对

这类人的刻板印象不符合，你可能会努力找出一个更适用的刻板印

象，比如职业刻板印象。如果这个也不适合，你可能最后会利用基于

属性的印象形成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尝试将有关的属性都整合

起来，而刻板印象所产生的影响则很小。

并行加工模型却认为，当你看到一个女子正在推某个人时，你会

将所注意到的性别、行为以及其他的属性联系起来，这些信息相互作

用共同决定你对这个女子的印象。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如温柔、不具攻

击性，以及对职业的刻板印象如优雅，将这两方面信息结合起来，会

导致你将这种行为看做在开玩笑，而不是暴力或者自卫行为。同时，

对行为性质的认识又会使你将她看做一个特别的妇女，也许她是个主

张男女平等的人。连续模型和双过程模型都承认同时整合信息的可能

性。但是，与并行加工模型不同，它们假定，在进行同时整合之前，

首先要经历一系列的其他过程。

在回顾了相关研究后，Thagard和我认为没有必要去假定那些其他

的加工过程（Kunda & Thagard，1996）。我们认为，并行加工模型能

解释串行加工模型所能解释的任何一种现象。例如，前面提到的一个

可以用并行加工模型解释的现象：即使个体行为已经削弱了刻板印象



对认识某一特质的影响，但刻板印象还是能影响我们对与该特质有关

的行为的预测（Kunda，1997）。回想建筑工人和会计师，他们都以非

攻击性的态度实施行为，并被认为同样不具有攻击性，然而人们却认

为建筑工人比会计师更有可能攻击他人。串行加工模型很难解释为什

么刻板印象对这两种判断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根据该模型，刻板印象

的影响作用取决于印象形成的加工过程，并且对所有判断的影响作用

都是一样的。而并行加工模型能充分地解释这些不同之处。由于个体

信息没有破坏刻板印象的某些方面（在这个例子中指社会阶层），这

些方面的刻板印象和行为的联系，较之其与行为间的联系更为牢固

（详细内容见前面讨论）。

总之，在串行加工模型和并行加工模型之间有很多一致之处。两

类模型都预测，在完全没有注意到个人信息的情况下，刻板印象会在

印象形成中起支配作用。两类模型也都预测当人们逐渐了解某人的信

息时，刻板印象也会主导印象形成过程。正如你首先认识到一个人的

性别、种族和职业，然后再逐步了解他的行为和背景一样。在这种情

况下，刻板印象主导印象形成过程是因为它们提供了解释个人信息的

框架。然而，当刻板印象和个人信息同时出现时，两类模型对即将发

生什么行为的预测却不同。例如，当你遇到一名女子，或一个非洲裔

美国人，或者一个警察，他们正在进行不同的活动。连续加工模型认

为，个体首先通过处于突出地位的刻板印象认识对方，只有对对方特

别感兴趣或者不能将他的行为和你对他们的刻板印象进行整合时，才

会将刻板印象隐含的意义和那些行为进行整合。并行加工模型则认为

刻板印象和行为同时影响印象形成。

目标人物的角度

至此，我们已经着重讨论了感知者是如何表征刻板印象的，同时

也考察了刻板印象是在何时以及如何影响印象形成过程的。接下来我



们会讨论刻板印象目标人物的感受如何；他人通过消极刻板印象获得

关于你的那些认识是如何影响你理解那些针对你的行为？人们对那些

与你类似的个体的较低（成绩）期望，是如何影响你的表现的？

归因的不确定性

Wong Jan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作家和记者，受雇于加拿大的主流报

纸——《环球邮报》。1996年，当她从亚特兰大报道奥运会返回加拿

大时，一个金发的移民官员瞥了一眼她的加拿大护照，简短询问之

后，把她带到一个特殊的等候室作进一步的安全检查。Wong在一篇措

辞激烈的文章中对这个事件进行了描述，她认为自己有中国血统，由

于她的肤色才会遭受这样的待遇，并谴责移民官员有种族歧视

（Wong，1996年8月10日）。她的文章发表后，《环球邮报》上充斥着

来自读者的两种反应。一些读者是少数族群成员，写信讲述他们曾受

到移民官员类似的种族歧视。但其他的白人读者写信来说，他们也曾

经遭受过同样的待遇，但对于这一点他们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释，

“移民官员仅仅只是在做好他们的工作，以确保加拿大一直是世界上

最安全、最优秀的国家之一”（Leger，1996年8月17日）。

被移民官员滞留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经历，但是，如果你属于经

常会遭受极度歧视的群体，这种特殊的身份会增加这一经历的不愉快

程度。即使你意识到让你滞留的官员有可能仅仅只是在做好他的本职

工作，或做一些随机的检查，或因你的护照不符合规则而做出这一反

应，但你还是禁不住会有这样的想法：你被挑选出来否因为自己的肤

色。

当涉及更为重要的问题时，这种归因的不确定性就更加突出。在

Ellis Cose所著的《特权阶级的愤怒》（The Rage of a Privileged



Class）一书中，他描述了黑人经理在晋升的过程中被忽视时的愤怒和

困惑。他们不禁会产生这样的疑惑：自己之所以不能获得更多晋升，

到底是因为能力不足，还是因为自己遭到歧视。“到了最后，你常常

会怀疑种族是一个影响因素，但是很难知道事实真相”（Cose，

1993，p.75）。当然，很多白人经理在谋求令人羡慕的职位升迁时也

会遭遇失败，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很容易解释失败的原因。在当

前的社会环境下，获得晋升对黑人经理来说具有双重含义，他们可能

也会思忖自己获得晋升究竟是因为突出的个人能力，还是要感谢优待

法案。如果你是黑人或者女性，或是任何其他受到歧视的群体中的一

员，都很难对来自主流的个体和团体的积极和消极反馈做出解释。你

可能永远都不知道，这样的反馈源自于对你能力的评价，还是对你的

种族或者性别的反应。不管你的真实表现如何，关于自己的能力以及

他人如何看待自己的能力这两个问题，你可能得不出一个确切的答

案，因为你既不能相信积极反馈，也无法相信消极反馈。

Jennifer Crocker和她的同事们做了一项设计巧妙的实验，考察

黑人学生在设法搞清楚来自同龄白人的反馈时所面临的困难，并探讨

这种反馈对其自尊所产生的影响（Crocker et al.，1991）。邀请黑

人和白人学生参加一项关于友谊发展的研究。每一位被试到达时，就

告诉他，他的搭档已经到了，此时正在隔壁的房间里。通常会将被试

的搭档描述成白人，而且和被试的性别相同。被试被带入的房间里装

有一面单面镜，并且可以用百叶窗将镜子遮盖起来。告知其中一半的

被试百叶窗不会打开，因此，他们的搭档在隔壁房间看不到他们。告

知另一半被试，百叶窗会被拉起来，因此，他们的搭档能够看见他

们。通过这一操作，使被试预期他们的搭档了解或者不了解他们的种

族。然后被试完成一项关于自尊的测量，并通过问卷询问他们的喜

好、优缺点以及个人品质，并告知他们这些表格都将拿给他们的搭档

看，而他们的搭档将会通过表格中的内容决定他们两个是否能成为朋

友。在被试完成表格后，实验者离开房间，把表格拿给被试的搭档



看，一段时间后，实验者带着搭档的回应再次回到房间。事实上，并

不存在搭档，被试接收到的是伪造的回应信息，这些回应或者是非常

积极的，或者是非常消极的。之后要求被试填写一份问卷，这份问卷

是用来了解他们对积极或者消极反馈的反应。

一种情况是黑人被试认为自己的搭档知道他们的种族（并有可能

对此做出反应），另一种情况是他们认为搭档不知道他们的种族，在

这两种情况下黑人被试是否会对来自同龄白人的反馈做出不同的反应

呢？答案是会。与认为搭档没有看到他们是黑人的被试相比，认为搭

档看到他们是黑人的被试会将搭档对他们的反应归因为偏见，并认为

偏见起了更重要的作用。不论搭档给予他们积极反馈还是消极反馈

时，结果都是一样的。如果你将他人对你的反馈归因于偏见，那就不

需要接受这种表面价值。

被试在第二次自尊测量中的反应表明他们确实摒弃了搭档的反

馈。认为搭档不知道自己是黑人的被试，因为没有理由认为搭档的反

馈是出于偏见，确实从内心接受了搭档的反馈信息。在他们收到消极

反馈后自尊水平降低，收到积极反馈后自尊水平提高。认为搭档已经

看到过他们，并且知道他们是黑人的被试，情况并非如此。这些被试

并不接受与偏见有关的消极反馈。消极反馈没有导致他们的自尊水平

降低；他们也不会因为得到积极反馈而感到高兴，这些积极反馈并没

有导致他们自尊水平的提高；如果说积极反馈和消极反馈给他们带来

了不同的影响的话，那似乎是积极反馈降低了黑人被试的自尊水平。

让搭档看到或阻止搭档看到他们给这些黑人被试带来的影响，是以黑

人被试假想他们的搭档对他们存有偏见为前提的。对于白人被试来

说，无论他们假定搭档能否看见自己，白人被试的反应几乎没有差

别。



因此，受到歧视的团体成员能够通过将消极反馈归因于偏见，从

而使自己得到解脱。这可能是为什么不管受到怎样的污蔑，许多非洲

裔美国人、墨西哥裔美国人或者外貌丑陋的个体仍然能够保持与不受

歧视的群体成员同样高的自尊，或者保持更高自尊的一个原因（综述

见Crocker & Major，1989）。无论何时，一个受歧视的个体只要遭受

批评、排斥或者其他人际互动中的不公平待遇都会将其归因于偏见，

而不是个人的不足。虽然这种归因方式能保护自尊，但同时也付出了

一定的代价。这一归因方式使个体不能从适当的消极反馈中吸取重要

的教训，而这些教训能够促进自我的进步，并帮助他们真实地评价自

己的能力。消极刻板印象对象群体中的成员，不仅由于偏见而忽视了

所有的反馈，也忽视了积极反馈中所包含的意义，因为他们认为积极

反馈也是基于表面价值做出的判断。他们认为积极反馈表现出的不是

真实的欣赏和喜欢，而是试图“善待”一个可怜的、被歧视的人。因

此，被歧视的个体在接收到任何积极或者消极的反馈后，仍然不能确

定他们的真实能力以及他人是如何看待自己能力的。

刻板印象威胁

在数学课上主动回答问题的人要承担答错问题及显示自己无能的

风险。但对于那些被认为数学能力差的个体而言，主动回答问题还意

味着要承担额外的责难。一个女孩给出错误答案，就要承担证实女孩

子学不好数学的刻板印象的风险；一个黑人给出错误答案，则要承担

证实非洲裔美国人是下等人种的风险。这样的人整天在别人的怀疑中

工作，担心自己犯下的错误会使人们更加确信其智力低下。对他们而

言，失败具有双重威胁，他们的失败不仅显示出他们自身能力不足，

也可能显示出他们整个种族或者性别都是次等人群。遗憾的是，对这

种结果的担心和焦虑会影响人们的表现，导致消极刻板印象中的个体

确认这种刻板印象的存在。Claude Steele曾经使用“刻板印象威胁”



（stereotype threat）来描述个体对将其归属于某一消极刻板印象群

体的恐惧。Steele和他的同事证明，能引起刻板印象威胁的情境会降

低非洲裔美国人以及女性的表现水平（综述见Steele，1997）。

在美国各个层次学校的详细记录中，白人学生和黑人学生持续存

在学习成绩上的差距。即使是大学生，黑人学生的全国退学率（以6年

内未获得学位的学生所占的百分比来表示）是70%，白人学生是42%，

前者比后者要高出许多。顺利毕业的黑人学生得到的平均分数是白人

学生的三分之二。这种成绩上的差距，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生活背景

使得黑人学生不像白人学生那样做好了进入学校的充分准备，但准备

不足并不能完全解释这种成绩上的差距，因为在那些有充分准备的学

生中也存在这样的情况。如果检查一下在学术倾向测试（SAT）中得到

不同分数的学生的学习成绩——平均分、退学率、毕业时间等等，将

会发现，在学术倾向测试的每一个水平上，与获得同样分数的白人学

生相比，黑人学生的成绩要更低一些（对于这些以及相关数据的分

析，参见Steel，1997；Steele & Aronson，1995）。换句话说，与白

人学生相比，具有同等准备水平的黑人学生在大学里未能充分发挥学

习潜能。

Steele和他的同事们认为，这种未能发挥学习潜能的情况，部分

原因可能在于刻板印象的威胁降低了黑人学生在学业考试中的表现。

他们推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在刻板印象威胁降低至最低水平时，

黑人学生和白人学生之间的成绩差距会缩小甚至于不存在差距。在一

项研究中，给斯坦福大学的黑人学生和白人学生们做一个口语测试，

并告诉被试这个测试非常难（Steele & Aronson，1995）。将一半被

试置于增强刻板印象威胁的情境中。告诉他们这一测验测量智力，并

将给予他们“熟悉自己的一些优点和缺点，可能对你自己有帮助”这

样的反馈。这一强调智力测试的条件，是为了突出与黑人相关联的智

力低下的刻板印象。将另一半被试置于刻板印象威胁最小的情境中。



引导他们相信这个测试不是诊断个人能力的，而且给予的反馈是使他

们熟悉这些题目，“测试中出现的问题在以后可能会遇到”。这是因

为，如果不将任务描述为能力测试，黑人学生就不会觉得他们是在被

人怀疑能力不足的情况下执行任务。所有被试完成同样的测验。

这一巧妙的实验操纵所得到的结果令人惊讶，如图8.4所示。当告

知被试，这项测试诊断他们的学业能力时，具有同样入学准备的黑人

学生和白人学生相比，前者表现得要糟糕得多，这也再次重现了在黑

人学生和白人学生考试成绩之间存在着的已被证实的差距。但是，当

通过引导被试相信，测试和他们的学业能力无关，即刻板印象威胁减

小时，这种差距就彻底消失了，这种条件下，黑人学生的表现和白人

学生一样好。

这一结果表明，当告知被试要测试他们的能力时，被唤醒的有关

黑人的消极刻板印象使黑人被试将自己置身于被怀疑为次等人群的情

境中，这种刻板印象威胁所激发的焦虑影响了他们的表现。然而，

Steele和Aronson意识到，诊断性测试也可能由于其他的、与刻板印象

威胁没有关系的原因，影响黑人被试的表现，例如，黑人学生或许仅

仅只是害怕学术环境。如果能够证明参加诊断性测试更有可能使黑人

被试激活关于黑人的刻板印象，那将进一步表明，刻板印象威胁会破

坏他们在诊断性测试中的表现这一假设。Steele和Aronson设计了如下

的研究来探讨这一问题。



图8.4　在高刻板印象威胁下（诊断性测试）与低刻板印象威胁下（非诊断性测

试），黑人学生和白人学生的测验成绩。

资料来源：Steele & Aronson (1995, 图2, p.802). Copyright 1995) by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告知黑人和白人学生，他们将参加一项单词再认的测验，紧接着

是一项很难的抽象推理测试（Steele & Aronson，1995）。与前面的

研究一样，告知被试这个测试将预测他们在这些领域的能力（提供这

个信息是为了激发刻板印象威胁），或者告诉被试这个测试并不评估

他们的能力（提供这个信息是为了将刻板印象威胁降至最小）。然后

进行单词再认测验，实际上，这些测验是为了测量刻板印象的激活程

度。测验包含大量的残词并要求被试将其填充完整，而这些残词都可

以用与黑人刻板印象有关联的单词完成，比如__ __CE（race）或



LA__ __（lazy）。只是向控制组提供这个测试，但不提及任何有关言

语能力的问题。

与预期一致，存在刻板印象威胁的情况下，黑人学生更有可能激

活对黑人的刻板印象。如图8.5所示，被告知测试是用来测其能力的黑

人学生组，与那些被告知测试不是测其能力的黑人学生组或者控制组

的黑人学生相比，前者更多地用与刻板印象有关的词语进行残词补

全。受到刻板印象威胁的黑人学生比任何其他情形下的黑人或者白人

学生表现出更强烈的黑人刻板印象激活（诊断性测验对白人被试的刻

板印象激活没有影响，在所有条件下都一样低）。简言之，与同龄的

白人学生相比，在之前的研究中使黑人学生表现很糟糕的实验情境是

由于该情境显著激活了黑人学生的黑人刻板印象。该研究进一步证实

了这样一种解释：这种消极刻板印象的激活以及由此引起的焦虑，降

低了认为自己能力不强的黑人学生的表现。

图8.5　在高刻板印象威胁下（诊断性测试）和低刻板印象威胁下（非诊断性的测试

和控制组），黑人学生和白人学生完成的与种族有关的残词的个数。



资料来源：Steele & Aronson (1995, 图3, p.805). Copyright 1995) by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并不是只有非洲裔美国人才感受到刻板印象的威胁。当被试接受

一个看上去自己不擅长的领域的能力测试时，任何消极刻板印象对象

群体成员的表现，都会受到刻板印象威胁的影响。例如，刻板印象威

胁能够影响女生的数学成绩（Spencer，Steele，& Quinn，1999）。

尽管在上学初期，女生的数学成绩和男生一样好，但是在高年级阶

段，她们的数学成绩开始落后于男生，当她们成熟后进入成年，这种

性别差距也随之增大。在SAT分数上相当的男生和女生选修较难的大学

数学课程时，女生的数学成绩通常比男生差 （相关数据分析参见

Steele，1997）。

是刻板印象威胁导致女性在数学上未能发挥潜能吗？为了探讨这

个问题，研究者让密歇根大学擅长数学的男生和女生参加一个具有挑

战性的数学测验（Spencer，1999）。在他们参加测验前，向一半的学

生提供能引起女性刻板印象威胁的信息，即告知她们这个测验的难度

与答题者的性别有关（由于女性刻板印象中关于女性不擅长数学的观

念已根深蒂固，因此没有必要讲清楚性别差异的方向）。告诉另一半

被试能够削弱女性刻板印象的信息，即告知她们这项测试的难度与性

别无关，这就暗示关于女性不擅长数学的刻板印象与她们在这次特殊

测试中的表现没有关系。所有被试都完成同样的测验。

实验结果颇具戏剧性。当告知被试测试与性别有关时，女生的成

绩低于男生，因而再次验证了屡屡出现的性别差异。但是，当告知被

试测试结果与性别无关时，性别差异完全消失了，女生表现得和男生

一样好。后续的研究发现，女性刻板印象威胁所产生的焦虑影响了女

生的表现。



这两个系列的研究结果令人特别困扰，但也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令人困扰的是，对非洲裔美国人在所有领域的学习成绩上所持的怀疑

态度，以及对女性在数学成绩上的质疑，严重影响他们的表现。这些

令人沮丧的表现会在一生中不断蔓延到其他方面，例如影响大学升

学、毕业率、职业选择和收入水平等。当人们意识到，即使是消极刻

板印象个体与普通个体加入同样的班级、接受同样的指导、参加同样

的考试，他们还是不能与普通群体一样，甚至会感到更加的无能为

力。即使他们的老师和同学从不提及他们的种族或性别，或者从不对

他们的种族或性别有不同反应，仅仅在他们自己意识到所执行的某种

任务（刻板印象认为他们在此任务上要比别人差）时，就足以使刻板

印象中的个体感受到刻板印象的威胁。

刻板印象威胁能够被消除，这一发现又让人看到了希望。当环境

线索引导女性和非洲裔美国人将他们的任务解释为与带有威胁的刻板

印象无关时，他们能够和白人男性表现得一样好。那么现在的问题

是，如何创造一种校园环境，能够将刻板印象威胁的影响降至最小，

从而使该刻板印象中的个体充分发挥他们的潜力。如何做到这一点

呢？基于其研究，Steele和他的同事们推测，重要的是为那些刻板印

象中的个体创造一个支持性的环境，同时不能暗示他们，之所以给他

们提供这样的支持是由于他们属于某一群体的成员。一项旨在克服非

洲裔美国人准备不充分的补救计划，向非洲裔美国人明确传达了他们

面临着失败的危险这样的信号。像这样的补救计划对非洲裔美国人来

说弊大于利。确实，研究表明，参加补救计划的非洲裔美国学生，跟

那些和他们能力差不多但没有参加补救计划的非洲裔美国学生相比，

表现得更差（Steele，1997）。

那么，一个完善的干预应该由哪些部分组成呢？Steele和他在密

歇根大学的同事们设计了一种提高非洲裔美国学生成绩的干预措施，

引导非洲裔美国学生自己洞悉克服刻板印象威胁的重要性（Steele，



1997）。一方面，这个计划的参加者并不只限于非洲裔美国人，参加

者的组成与学校里学生的种族比例基本一致，只是非洲裔美国人的比

重偏高，占了样本的20%。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将这个计划描述成荣誉

性的，而不是补救性质的。招募到被试后，告知学生，他们经过激烈

的竞争最后被确定为该计划的参与者，而这个计划将帮助他们把自己

强大的潜能发挥到极致。这个计划通过向被试提供自愿参加的充满挑

战的工作坊，不断地向学生传达一个信息：他们有很强的智力潜能。

另外，学生们每周参加一次讨论，讨论的问题和大学适应有关，这样

做是为了告诉学生，困难是普遍存在的，并不局限于任何特别的种族

团体。

以第一学年的平均绩点（GPAs）为考察结果，该结果让人看到了

希望。没有参加任何计划的控制组中的黑人表现出未能发挥学习潜能

的一贯模式。在控制组中，与获得同样SAT分数的白人学生相比，黑人

学生获得的平均分较低。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接受干预的黑人学生几

乎都可以发挥学习潜能。在SAT分数高于平均分的黑人学生身上，这一

点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们的平均分数和那些有同样SAT分数的白人被试

一样高，与那些没有参加这个计划但SAT分数相当的黑人学生相比，他

们的平均分高了许多。

类似这样的实用性干预措施一定包括很多不同的原理和独特的环

境，因此很难确切地断定是什么因素导致它的成功。然而，它的成功

还是令人备受鼓舞。这表明非洲裔美国人并不是注定学习成绩不佳。

即使大的社会环境没有发生改变，对非洲裔美国人普遍的消极刻板印

象没有改变，还是可以创造一种学校教育环境来削弱非洲裔美国人将

刻板印象与其日常表现紧密联系，使他们能够在一种没有持续的刻板

印象威胁及其带来的焦虑的双重压力的环境中学习和工作，并且充分

发挥他们的成就潜能。



刻板印象的维持和改变

现在应该清楚的一点是，消极刻板印象具有破坏性的效果。历史

上有充分的事例表明，公开且故意的、并且常常是很负面的歧视源自

于消极的团体刻板印象。这一章所介绍的社会心理学研究集中探讨了

刻板印象对判断的微妙影响，而这些影响所产生的结果是非常有害

的。刻板印象能影响他人对受歧视群体成员的感知、理解以及对待方

式。即使是那些没有明显偏见意向的人，尽管他们意识不到自己正受

到消极刻板印象的影响，但是他们还是会透过消极刻板印象，来看待

那些刻板印象对象。对于刻板印象对象而言，他们经常假设自己处在

一个怀疑他们能力不足的刻板印象环境中学习和工作，这使他们体验

到极度的焦虑，并影响他们的表现。

当你认为消极错误的刻板印象会付出巨大的社会代价时，你可能

会想是否有什么方法来纠正这种错误的感知，是否有可能改变人们的

刻板印象？这个问题也引起了许多社会心理学家的关注。他们在努力

研究的过程中又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何改变刻板印象这么

困难？接下来我们将探讨这些问题。

接触假设

早期的直觉提示我们，如果我们碰到一些消极刻板印象对象群体

的成员并不真正符合这种消极刻板印象，我们就会很快认识到这一错

误并纠正它。如果非黑种人多次遇到聪明、工作努力、态度温和的非

洲裔美国人，他们肯定会认识到，不应该把这样的团体看做是不聪

明、懒惰和具有攻击性的。研究者根据这些观点提出了接触假设，这

一假设认为，主流群体的成员和少数群体之间的社会性接触可以减少

偏见。假设刚一提出，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并不是所有接触都能减少



偏见。穿过贫民区或者参观唐人街，似乎不大可能改变人们对居住在

那里的少数异族人种的看法。与一个非洲裔美国人门卫的接触也不大

可能减少偏见。Gordon Allport在1954年提出，要通过接触来减少偏

见，那么这个接触必须是在有同等社会地位并且追求共同目标的人之

间进行。例如，如果一个持有种族偏见的白人不得不在工作中跟一个

非洲裔美国人同事合作，最终他可能喜欢并尊敬这个同事，之后他将

对非裔美国人作出更为积极的评价。

虽然接触理论看起来很吸引人，但实验发现通过接触来改变刻板

印象非常困难。在经典的Robber山洞实验中，Muzafer Sherif和他的

同事们设计在两组男孩中制造一种竞争和敌对的气氛，然后努力改变

他们对彼此的消极看法，消除相互之间的厌恶（Sherif，1961）。他

们招募了一些适应性很好的中产阶级的白人男孩参加夏令营。一开始

男孩们互相都不认识，也没有发觉他们正在参加一个实验。在同一个

小屋里一起住了几天后，将这些男孩分成两组。分组之前研究者询问

每个男孩最好的朋友是谁，以确保他们和自己的好朋友分在不同的

组。将两组被试分开一段时间，分开期间，每组被试都参加各种各样

的活动以培养他们的团队精神。一旦每个组都获得强烈的团队精神，

研究者就开始安排一系列的活动，比如体育比赛、竞赛性质的寻宝活

动等等，使两组之间产生摩擦。很快，男孩们在提到其他组的成员

时，会称呼他们“臭鬼”、“小偷”和“骗子”。他们开始通过制造

威胁性的标语，开展有计划的袭击，以及在游戏后烧毁对方团队的旗

帜这些方式来表达他们之间的憎恨。

成功制造出两个充满敌意的团队后，研究者们开始着手这项研究

的真正目的——消除敌意。首先，研究者制造令人愉悦的社会接触的

机会，比如一起看电影，在同一个餐厅吃饭。但实验证明这样的努力

完全失败，这些社会事件仅仅给两个对抗的团体提供了一个互相指责

和攻击的机会。他们在排队打饭时互相推挤，将纸和食物扔向对方，



并粗鲁地批评对方。然后研究者开始实施更为精心设计的计划。他们

制造了一系列迫使男孩们一起工作的紧急情况。这些情况包括：停止

供应水，要求男孩们查出管道上何处出了问题；车子无法开动，让男

孩们用一根绳子一起拉动；如果两个团体能够将他们的财产集中使

用，那么就可以赢得一个租借影片的机会。虽然在完成这些任务的过

程中，两个团队能在一起和谐地工作，但共同努力并没有使他们立即

消除敌意。最初，任务一完成，男孩们就开始斗嘴、叫对方外号。慢

慢地，团队之间的摩擦和敌意逐渐减少了。直到夏令营结束，他们才

开始找机会聚在一起，一起娱乐，相互款待。

回想一下，在这项研究中，对抗的团体是由一些原本相似并且之

前彼此之间不存在任何敌意的男孩组成。即使是这样的团体，也不能

单纯地通过在令人愉悦的、相互平等的环境中的接触消除团体间的敌

意，甚至合作性的接触也不能立即消除彼此的敌意。更何况那些由来

已久的对某些群体的厌恶、相互间根深蒂固的消极刻板印象更加难以

改变。的确，关于接触理论的大量研究结果并不乐观。能减少偏见的

接触需要满足以下条件：两个群体的成员必须有平等的地位，有能够

增进彼此了解的机会，能够发现驳斥刻板印象的证据，有共同的目标

以及彼此积极的合作。然而即使是这样的接触，在减少偏见方面也并

不总是有效果的。消极刻板印象通常抗拒改变，即使是在很长时期内

和刻板印象对象群体的成员进行合作（综述见Stephan，1985）。

为什么即使在与那些行为和品质与我们刻板印象中的群体成员完

全不相同的人接触后，我们对该群体的刻板印象仍然会保持不变呢？

原因之一是，我们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些个体驳斥了我们的刻板印

象，因为从我们的刻板印象出发来理解他们的行为会发生偏见，我们

可能将他们中立的、无恶意的行为看做与自己的消极刻板印象一致的

行为。即使当人们意识到这些群体中有些成员的行为明显与刻板印象



不一致时，可能仍然无法将这些个体的行为推广至整个群体，因为正

如接下来讨论的，人们认为这些个体只是他们群体中的非典型个体。

与刻板印象不一致的非典型性个体

当你遇到一个富有的非洲裔美国人，一个具有攻击性的家庭主

妇，一个受人尊敬的年轻人，或者任何其他与你对那个群体的刻板印

象不相符的成员，你可能会继续保留你的刻板印象，而将这个例外从

他所属的群体中排除（Allport，1954；Rothbart & John，1985；

Weber & Croker，1983）。实际情况确实如此。一个美国白人可能会

对自己说，我的非洲裔美国人邻居马库斯富有而又成功，但你从他身

上并不能了解到真正非洲裔美国人的特征，因为马库斯不是非洲裔美

国人的典型代表，他属于非洲裔美国人中一个不寻常的亚群体，他是

非洲裔的美国经理人。就像人们认为鸵鸟是一种不寻常的鸟类一样，

它和通常意义上的鸟在大小和飞行能力上完全不同。同样的道理，人

们可能认为非洲裔的美国经理人是一个不寻常的非洲裔美国人，他们

和通常意义上的非洲裔美国人的行为和品质完全不同。人们将马库斯

这种与刻板印象不一致的个体归属到亚群体中——这个亚群体被认为

是非典型性的，并且不能代表整个群体。这样，人们即使知道一些群

体成员不符合刻板印象，也还是会维持对该群体原有的刻板印象。

通过这种方式，即使某人最喜欢的演员是比尔·科斯比，最喜爱

的歌星是迈克尔·杰克逊，最喜欢的运动员是迈克尔·乔丹（他很清

楚，这些人都是非洲裔美国人），但他还是能够维持对非洲裔美国人

的消极刻板印象，并保持对这个群体的强烈厌恶。把这些受人喜欢、

备受尊敬的个体归入一个非典型的亚群体，例如，非洲裔美国人的演

员，非洲裔美国人的歌星，或者非洲裔美国人的运动员，就能将他们

看做和刻板印象群体无关的个体。同样，关于非典型性个体的观点可



以解释为何那些声称“我的一些最好的朋友是犹太人（或黑人，或属

于其他被歧视的群体）”的人依然对刻板印象群体固守偏见，这是因

为他已经将“最好的朋友”作为他不喜欢的团体的非典型性成员排除

在外了。

Renee Weber和Jennifer Croker在他们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

章中提出，当我们面对的个体与我们的刻板印象不一致时，只要我们

能轻易地将那些仅刻板印象个体归属于一个亚群体，我们就不大可能

改变自己的刻板印象（Weber & Croker，1983）。在一项研究中，他

们尝试改变被试对律师的刻板印象——穿着得体、勤奋、聪明。在一

系列实验条件下，被试阅读对30个律师的描述，每一个律师用表示不

同品质的三个句子来描述。在所有条件下的被试看到同样的90个句

子，其中包括30个与律师的刻板印象不一致的品质描述（比如，“拉

里不擅长分析问题和提出符合逻辑的解决方法”，这句话暗示拉里不

够聪明），15个描述与刻板印象一致的品质的句子（例如，“肯为了

完成项目常常加班，并且忘记吃午餐”，暗示肯很勤奋），45个描述

与律师刻板印象无关的品质的句子（例如，虔诚的）。在不同的条件

下，同样的句子被用来描述不同的律师。最为重要的是，在分散条件

下，30个与刻板印象不一致的句子分散在所有律师身上，这样一来，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与律师不相符的品质。相反，在集中条件下，将30

个与刻板印象不一致的品质集中于10个律师身上，这样一来，其中三

分之一的律师的三个品质都不符合刻板印象，而剩下三分之二的人都

完全符合律师的品质。

将与刻板印象不一致的品质集中于少数人身上，这样更容易指定

这个群体属于一个非典型性的亚群体，因此很容易将该亚群体从刻板

印象的群体中剔除出去。实验确实发现，对比集中条件下的被试与分

散条件下的被试，前者表现出较少的刻板印象变化，后者不能轻易地

将那些与刻板印象不一致的个体划分为亚群体。换句话说，与分散条



件相比，同样是30条不符合律师行为的描述，实验的参与者在集中条

件下很难将这些行为推广到所有的律师身上。其他的研究者们后来重

现了这一结果（例如，Johnston & Hewstone，1992）。如果可以的

话，我们会将与刻板印象不一致的个体划分为一个亚群体，这样能够

使我们保持刻板印象不变。

如果某些人之间共有的品质恰好可作为把他们视为另类的理由，

那么要把这些人归为某个亚群体并从刻板印象的群体中剔除出去就会

变得很容易。如果他们有另外一个共同的特征，这些与刻板印象不一

致的个体就更容易被非典型化，并从刻板印象对象群体中排除出去。

例如，如果我们遇到的穿着不讲究的律师都是黑人，就很容易解释为

什么他们与一般的律师不同——也许他们是提供无偿法律服务的律

师，也许他们来自贫穷的地方。通过这种解释，我们发现把他们划分

为一个非典型性的律师群体似乎是合理的，也就没有必要将他们的特

征推广到其他律师身上。确实，几项研究已经证明，人们不可能将那

些与刻板印象在两个方面都不一致的群体成员的特征推广到整个群体

中（Rothbart & Lewis，1988；Weber & Crocker，1983；Wilder，

Simon，& Faith，1996）。换言之，在某一方面与他们群体的刻板印

象不一致的个体，如果在其他所有方面都符合群体刻板印象，那么这

些个体更有可能引导我们修正对他们所属群体的刻板印象。对于非常

果断的女性，如果她们在其他方面看上去是女性化的——用化妆品、

穿女装、热情、有同情心等等，那她最有可能驱使人们改变女性不够

果断这一刻板印象。但是，一个过于果断的女性，穿着和行为都与对

女性的刻板印象不一致，那她不太可能带来刻板印象的变化，因为完

全可以将她作为非典型性个体归入亚群体而将她排除在女性刻板印象

之外。

将那些与刻板印象不一致的个体归入亚群体，通常源于人们想要

积极维持刻板印象。我们倾向于维持刻板印象，是因为刻板印象能够



证明我们的社会秩序、我们不公平的行为，以及我们的优越感都是正

确的（Allport，1954；Fein & Spencer，1997）。但是，即使不存在

这一动机，我们仍然试图拒绝承认那些与刻板印象不一致的个体与刻

板印象之间存在关系。一个与我们坚信的刻板印象不一致的个体会让

人觉得非常惊讶和不可思议，以至于我们尝试为这个个体作出解释，

这非常类似于我们突然遇到的信息与我们内心期望的信息相违背时的

做法（Hastie，1984；Snyder，1984；Wong & Weiner，1981）。出于

这些原因，当我们遇到一个刻板印象对象群体的成员，而他又违背了

刻板印象时，我们会问自己：“我是否有合适的理由认为他是该群体

的非典型性个体？”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我们会觉得没有必要将其从

个人推广到整个群体。试想，当我们问自己这种片面的问题时，我们

寻找的答案通常也是片面的答案，而这常常导致我们证实自己的假设

（Klayman & Ha，1987；第3章）。因此，我们经常会找到合适的理

由，将与刻板印象不一致的个体作为与其所属群体不相关的个体，并

将之排除在外。

正如上面讨论过的，如果与刻板印象不一致的个体拥有另外一个

非典型的品质，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好的理由，以便将他们作为群

体的非典型性代表归入亚群体，并将之排除在外。最近的研究表明，

如果一个刻板印象之外的品质能够描述一个驳斥刻板印象的人，那么

我们更容易将该个体归属为一个亚群体，即使他本来不是刻板印象的

非典型性个体。我们甚至可以使用驳斥刻板印象个体的中性信息作为

根据，将该个体视为所属群体的非典型性代表（Kunda & Oleson，

1995）。例如，如果我们偶遇一个坦率直言、非常果断的女子，她违

反了我们关于女性的顺从、不够果断的刻板印象，如果我们没有关于

她的其他方面的信息，我们就不愿意修正自己的刻板印象。但实际

上，我们能以她的任何额外信息为基础，将她看做女性中的非典型性

个体，把其归入亚群体。



例如，如果我们知道，某个非常自信的女子有（或没有）兄弟，

她的父母支持她（或不支持她），她很有魅力（或没有魅力），或者

其他方面的信息，我们可能尝试用这些信息来解释为什么有这些特征

的女子与多数女性不同，她们显得更为自信。我们非常擅长解释任何

一个特征与任何一个结果之间的关联性，所以很容易找出一个合理的

解释（例如，Andersen & Sechler，1986；第3章）。例如，我们能够

将之解释为，有兄弟的女性有可能非常自信，因为她们与自信的榜样

一起长大。或者我们可以解释为，没有兄弟的女性有可能非常自信，

因为她们在一个没有男生欺负的家庭环境中成长。在任何一种情况

下，我们都能成功地把该女子归属为非典型性的亚群体，而不需要将

其品质特征推广至其他女性。

在一项用来验证上述观点的研究中，被试读到的材料是对一个律

师的访谈记录，在访谈中律师表现得非常内向，这足以挑战被试关于

律师“非常外向”的刻板印象（Kunda & Oleson，1995）。在没有提

供关于这个律师的附加信息时，被试将该律师的特征推广到所有的律

师身上。他们对律师的内向性评分，明显高于没有阅读访谈记录的控

制组被试对律师的内向性评分。实验组被告知关于这个律师的一些额

外信息，结果得出不同结论。告诉其中一组被试他在一家小法律公司

工作，告知另外一组被试他在一家大法律公司上班。实验已经显示，

被试认为在小公司或者大公司工作的律师在内向性上与其他律师没有

差别。换句话说，告知这两组被试两种相反特征中的任何一种，而这

两种特征都是中性特征，都不会暗示律师具有内向性的性格特征。

虽然这两种特征都是中性的，但利用任意一个特征都能建构出解

释律师内向性的理由。例如，根据两种相反的中性特征，可以对两个

律师的内向性作出解释。小公司的律师内向，因为他不需要和许多人

打交道；大公司的律师内向，因为在大公司里，有一些律师主要负责

一些不需要人际交往技巧的任务。因此，任何一种特征都可以作为将



内向的律师作为非典型性的个体归属为亚群体的依据。实验确实发

现，与那些没有被告知关于内向律师的附加信息的被试不同，了解律

师在小公司或大公司工作的被试并没有感到要将内向性推广到整个律

师群体的压力，他们关于律师的刻板印象保持不变。总之，不了解与

刻板印象不一致的附加信息的被试，会改变对律师的刻板印象。但是

如果向他们提供一个附加的中性特征，就足以破坏对这一特征的推

广。在这个过程中，中性特征变得不再是中性的，人们将它们和内向

性联系在一起。综合这些研究结果发现，中性特征破坏了人们将与刻

板印象不一致的个体特征推广至整个群体，因为我们可以以中性特征

为依据，将个体作为非典型性个体划分到亚群体中。

即使我们没有其他附加信息作依据将一个违背刻板印象的个体归

入亚群体，但如果这个人与刻板印象偏离程度很大，那么我们仍然能

将这个人作为特例而排除在外（Kunda & Oleson，1997）。想想科林

·鲍威尔，这位非洲裔美国人将军成功地指挥了海湾战争；或者玛格

利特·撒切尔，她用铁腕统治英国。这些个体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我

们对于他们所属群体的刻板印象，以至于我们将他们看做不符合惯例

的特例。我们会认为，他们对刻板印象的偏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充

分的理由，将他们作为非典型的、与刻板印象无关的个体而排除在

外。

在检验这些观点的一系列研究中，让被试阅读关于一个人的材

料，这个人完全违背了或适度违背了被试的刻板印象（Kunda &

Oleson，1997）。在一项研究中，被试将外向作为公关人员的刻板印

象，而这一刻板印象受到了挑战，挑战这一刻板印象的是一个非常内

向或者适度内向的公关人员。在另一项研究中，将非常果断作为女权

主义者的刻板印象，而这一刻板印象也受到了一位十分优柔寡断或者

有些优柔寡断的女权主义者的挑战。通过对比这些被试对刻板印象对

象群体的评分和没有接触群体成员任何信息的控制组被试的评分，来



评价刻板印象的变化。在两个实验中，适度偏离刻板印象的个体与严

重偏离刻板印象的个体相比，前者引起更大的刻板印象变化。确实，

那些过于优柔寡断的女权主义者根本没有引起刻板印象的变化，而有

些优柔寡断的女权主义者则引导被试认为女权主义者都不够果断。如

果我们想改变人们对非洲裔美国人的刻板印象，应该将取得一定成功

的非洲裔美国人介绍给他们，而不是将非常成功的非洲裔美国人介绍

给他们，比如科林·鲍威尔或者比尔·科斯比。那些名人在很大程度

上偏离了对他们所属群体的刻板印象，以至于人们可以将这种极端偏

离作为一个充分的理由，将他们排除在刻板印象群体之外。

颇为讽刺的发现是，偏离所属群体刻板印象的个体越多，该刻板

印象改变的可能性越小。这一发现暗示：我们对于一个群体的刻板印

象越是不准确，在遇到该群体成员后，刻板印象就越不可能自动改

变。这是因为，刻板印象越不准确，典型的群体成员间的差异也就越

大。进一步说，刻板印象越不准确，典型的群体成员与该刻板印象偏

离得越严重，因此该典型群体成员越容易被作为特例排除在外。这或

许也是为什么通过与违背刻板印象的个体的接触来改变种族刻板印象

如此困难的原因之一（Stephan，1985）。这些刻板印象可能非常不准

确，以至于人们认为一般的群体成员极度偏离他们的群体，并因此被

当做极端个体而被排除掉。那些持有极不准确刻板印象的个体也遵循

这一点，也就是说，那些持有极不准确的消极刻板印象的人，在接触

违背刻板印象的群体后，最不可能减少他们的刻板印象。对于这些极

端的感知者，一般的群体成员会被看做极端的、不相关的特例。确

实，在这些研究中，如果说那些极端的个体有什么改变的话，在接触

违背刻板印象的群体成员后，甚至变得更加极端。

事情也有积极的一面，当刻板印象对象个体与人们的刻板印象存

在适度的差异时，能驱动刻板印象的改变，这一发现令人鼓舞。在我

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也许更有可能遇到这种适度偏离我们刻板印象



的个体，而不是完全违背刻板印象的个体。有点果断的女性要多于玛

格利特·撒切尔般的女性，这也许就是为何刻板印象会随着时代的变

迁而演变的原因。

虽然通过短期干预来改变刻板印象非常困难，但是对过去报告的

检验和纵向研究的发现表明，长时间的干预，能使刻板印象发生较大

的变化。试想某个群体被人们广泛地认为是肮脏的、酗酒的、没有能

力的、爱争吵的，并且居住在贫民窟。当你听到这是18世纪中期美国

人对爱尔兰人的刻板印象时，你可能会非常惊讶。当时的招聘广告普

遍地指明“爱尔兰人不得申请”。很明显，对美国籍爱尔兰人的刻板

印象已经经历了巨大的变化。

其他刻板印象也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在名为“普林斯顿三部

曲”的一系列研究中，分别在1933年、1951年和1969年，要求普林斯

顿不同时代的学生用一系列相同的形容词来评价几个种族团体（Katz

& Braly，1993；Gilbert，1951；Karlins，Coffman，& Walters，

1969）。这段时期内，许多刻板印象已经表现出相当大的改变。例

如，对犹太人在精明和唯利是图方面的评分有了实质性的下降，在有

抱负和聪明方面的评分有了提高；对黑人在迷信和懒惰方面的评分有

显著的下降，在音乐方面的评分有了提高。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变化

不仅反映了长时间里刻板印象的实际变化，也反映出支持公开表达偏

见的标准发生了变化（这本身就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发展）。关于刻板

印象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发生变化的历史性报告，以及证明刻板印象能

够改变的实例，都可以使人看到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那些目前受到

不恰当的消极刻板印象困扰的群体，他们所受到的歧视和偏见有希望

在将来减少。随着人们对如何运用刻板印象以及如何才能改变刻板印

象的深入了解和研究，社会心理学家能促使这一天尽早到来。

总结



当我们遇到一个刻板印象对象群体的成员，或者任何跟这个群体

有关的消息时，我们会毫无觉察地自动激活群体刻板印象。刻板印象

一旦被激活，就会影响我们的判断和行为。而且，因为我们会以与刻

板印象一致的方式对待刻板印象对象，这就导致刻板印象对象做出相

应的反应，进而又强化了刻板印象。刻板印象的激活也是可以控制

的，但是这一过程需要充足的认知资源。因此，当我们有充足的认知

资源时，那些在我们全神贯注于做其他的事时可自动诱发刻板印象激

活的信息可能就不再起作用了。

人们对一个特定群体的无意识反应可能存在个体差异。持有偏见

的白人对任何使他们想起非洲裔美国人的信息都可能做出自动的消极

反应，不持偏见的白人和非洲裔美国人则没有这种自动的消极反应，

相反，他们可能还会有自动的积极反应。

有时，我们受到动机的驱使能抑制刻板印象的激活。例如，当我

们有意识地去尊重某一个个体时，我们会抑制可运用的消极刻板印

象，因为这些消极刻板印象一旦被激活，就有可能妨碍我们形成希望

得到的印象。虽然我们能在短期内成功地抑制消极刻板印象，但时间

长了这种抑制会出现反弹。一旦我们的注意力不再集中于对刻板印象

的抑制，先前被抑制的消极刻板印象会更容易起作用。

有时，我们用群体刻板印象来理解群体成员的行为。当属于不同

社会群体的成员实施同一行为时，我们会有完全不同的理解。这种刻

板印象驱动的解释会自动产生，我们自己根本意识不到。我们常常可

能认为，对一个刻板印象对象的反应不受偏见的影响，因为对他们的

反应是基于个体的行为和特征，而不是基于刻板印象。但我们可能没

有意识到，对个体这些行为以及特征的理解已经受刻板印象的影响。

当我们对一个人的了解仅限于他所属的群体时，我们会将对该群

体的刻板印象应用到该个体身上。但是，当我们知道关于一个刻板印



象对象的其他方面信息时，比如行为或者特质，我们倾向于以这些个

人信息为依据，形成对该个体的印象，而忽略刻板印象。然而，刻板

印象还是通过影响我们对个人信息的解释以及我们对个体未来行为的

预期，来影响我们对该个体的印象。当我们由于疲劳、全神贯注于其

他事情、时间紧迫或者任何其他原因导致认知资源有限时，我们对刻

板印象对象的印象更可能受刻板印象的影响。当我们对该个体进行评

价时，无论受什么动机驱使，我们都可能利用某个消极刻板印象来贬

损他人。

消极刻板印象对象群体的成员可能会发现，他们很难确定他人对

自己的评价究竟是根据他们的表现，还是根据他们所属的群体。这种

归因的双重性会使他们难以确信自己的能力。他们也可能被刻板印象

威胁所妨碍；他们担心自己可能会证实别人对自己及所属群体的消极

预期，这种担心足以影响他们的表现。在实验情境中用来消除刻板印

象威胁的巧妙实验操纵，也能消除黑人学生与白人学生、女生与男生

之间在实际学习中表现出的成绩差距。

要改变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非常困难。即使与刻板印象截然相反

的群体成员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刻板印象依然保持不变。在面对那些

偏离刻板印象的个体时，我们不会修改自己的刻板印象，其中的一个

原因是，我们将这样的个体归属于非典型性的亚群体。即使我们最好

的朋友属于某一消极刻板印象对象群体，如果能把好朋友作为非典型

性个体归属到亚群体，我们还是会保持对这一群体的厌恶。对于那些

违背所属群体刻板印象的个体，如果我们已经想出，或者能轻易地想

出

个将他们看做非典型性个体的理由我们更有可能将这些个体归入

亚群体



第9章　有关他人态度、行为和人格的知

识

我们的许多社会行为是受我们认为他人将可能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所调节的。他们会想什么？他们会做什么？我们准确回答这些问题的

能力决定了我们的决策质量和人际关系策略的有效性。那么，我们在

评估同伴们可能的态度、信念和习惯的方面做得如何呢？我们在根据

他人过去的行为预测其将来行为方面做得如何呢？这一章将着重解决

这些问题。

本章的第一部分，我检验了我们评估各种态度、规范和行为的普

遍性的能力。我关注一些系统性偏差，它们影响了我们判断有多少人

会与我们做出同样反应，使我们有时夸大、有时又低估了其他人像我

们一样行事的程度。我也指出，我们仍然能够相当精确地估计各种反

应在人群中的分布情况。

在下一个部分，我检验了我们评估他人的性格，以及根据过去的

行为预测他人将来行为的能力。我首先回顾的一些证据表明，人的友

善、诚实或其他人格特质在不同情境间令人吃惊地表现出很少的一致

性。我认为，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是倾向于认为行为比实际

情况具有更大的一致性和可预测性。结果，当我们观察他人行为时，

容易轻率地对他人的基本人格下结论，我们对于自己在不同情境下预

测他人行为的能力显得过于自信了。

有关特性在人群中的普遍性和分布情况的知识

你知道有多大比例的大学生赞成女性权利平等吗？有多大比例的

大学生经常感到压抑？你知道大学生醉酒的普遍性程度如何吗？大多



数学生对校园饮酒规范的感受如何？如果你向同伴提出一个小请求，

你能预测同伴会如何反应吗？我们常常运用对他人思想、感受和行为

的想法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如果你计划为你的朋友们举行一个晚会，

就要考虑你必须运用哪些社会知识。你的朋友喜欢哪些音乐？他们会

吃多少东西？他们会喝多少酒和饮料？你希望他们什么时候到？他们

会待到多晚？你对他们价值观和观点的想法也会影响你在晚会上的举

止。如果你喝得太多，他们会如何看你？哪些笑话会引他们发笑，哪

些会冒犯他们？如果你当众亲吻你的情侣，他们会如何反应？

我们对这些问题回答得如何呢？一些研究检验了人们有关他人特

性方面知识的精确性。在讨论这个研究时，我会首先描述我们在评价

他人特性时出现的一些系统偏差。然后，在考虑到这些偏差的情况

下，我会讨论我们的总体精确性。

虚假共识

设想一下，你选修的心理学导论课程要求你参与几个实验。为了

达到这个要求，你报名参加了一个关于沟通技巧的研究。当你到达指

定地点时，实验者解释说，这个研究探讨的是人们对挂在身上的广告

牌所呈现的信息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要求你挂一个有“Repent”符

号的广告牌围绕校园走30分钟并记录人们的反应。实验者告诉你，如

果你不愿意这么做，你仍然能获得实验的学分，但你会错过一次有趣

的经历和给实验者提供帮忙的机会。

你会选择挂上这个广告牌，还是退出这个实验呢？你估计你同学

中有多大比例的人会选择挂上这个广告牌呢？

当Lee Ross及其同事让斯坦福大学的学生真正处在这种情境时，

大约一半的人同意挂这个广告牌，一半的人会拒绝（Ross，Greene，&



House，1977）。更有趣的是，参与者对其他人可能反应的估计依赖于

他们自己的选择：那些同意挂广告牌的学生估计会有63%的同学同意挂

广告牌，而那些不同意挂广告牌的学生则估计只会有23%的同学会同意

挂它。Ross 及其同事称这种现象为虚假共识效应（false consensus

effect）。人们自己的选择、态度或想法会使得他们对他人在这些方

面的表现做估计时出现偏差，导致他们认为自己的反应相对来说是常

见的，而其他的反应是不常见的，这样就出现了虚假共识效应。当那

些作出了某种选择的人认为这种选择比人们作出相反选择更常见时，

虚假共识就表现出来。

研究已经表明，虚假共识影响了人们对一些选择、态度或行为的

普遍性的估计，使其估计出现偏差，这已经在日常习惯、爱好、人格

特质和政治观点等不同领域得到了检验。例如，喜欢白色面包的人比

那些喜欢褐色面包的人认为有更多的人会选择白色面包而不是褐色面

包。乐观者比悲观者认为乐观主义更普遍。那些偏爱共和党候选人的

美国人比偏爱民主党候选人的美国人认为支持共和党的人更普遍。那

些支持缩减公共开支的人比反对这样做的人认为会有更多的人支持缩

减开支（Krueger，1998；Marks & Miller，1987；Mullen et al.，

1985）。

虚假共识是一种相对的效应，理解这一点是重要的。你不是因为

相信自己所属的群体是大多数才表现出这种虚假共识。例如，如果你

是属于那些喜欢欧洲戏剧甚于美国喜剧的少数派，你已经认识到自己

属于少数派，并且估计只有20%的电影爱好者和你一样对欧洲戏剧有共

同的偏爱。不过，你对喜欢欧洲戏剧人数的估计仍然比那些喜欢美国

喜剧人的估计要高，他们估计只有10%的人会喜欢欧洲戏剧。而且即使

你没有过高估计与你有相同爱好者的比例（相对于实际比例），虚假

共识也可能存在。继续以电影为例，即使偏爱欧洲戏剧的人数的实际

比例是30%，上述的一系列判断也反映了虚假共识。在这种情况下，即



使欧洲戏剧的爱好者（他们估计人群中有20%的人与他们有相同的爱

好）低估了喜欢欧洲戏剧的人数的实际比例，但他们对喜爱欧洲戏剧

人数的估计与那些偏爱美国戏剧人的估计（他们认为只有10%的会喜欢

欧洲戏剧）相比仍然要高。这一系列的判断被看做是虚假共识的例

子，因为虚假共识被定义为，具有不同观点的人之间估计的差异，或

自己的观点与自己对他人观点的估计之间存在正相关。

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虚假共识效应呢？许多因素的联合作用使我们

对自己的看法和偏好的估计出现了偏差（Gilovich，1991；Marks &

Miller，1987）。我们自己的反应和对他人反应的估计之间相关的一

个原因是，当我们对其他人的反应一无所知时，会很理智地把自己的

估计建立在一个自己熟悉的个体，即我们的自我之上（Dawes，

1989）。不过，这种虚假的共识效应不可能只是由于从我们自己的反

应作出推论。当我们熟悉许多其他个体的反应时，也会表现出这种虚

假共识，因为我们能够得到的样本可能是有偏差的；我们可能只熟悉

那些和我们一样的人，即所谓人以群分。共和党人喜欢与共和党人交

往，虔诚的宗教徒在教堂里寻找志同道合的人。当我们对各种不同反

应的普遍性做出估计时，经常利用的是启发策略，把自己的估计建立

在那些能够容易想起的各种反应的例子的基础之上（Kahneman &

Tversky，1973，见第3章）。事实上，与我们反应相似的人更容易出

现在我们的头脑中，结果导致我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反应的普遍性。

可利用的启发策略对虚假共识效应的产生起着关键作用，这一观点已

得到以下研究成果的支持：人们对吸烟普遍性的推测与他们所知道的

吸烟人数的多少有关，一个人了解的吸烟者越多，就越相信吸烟是普

遍的（Sherman et al.，1983）。

动机可能也对虚假的共识起了作用。如果我相信许多人与自己有

相同的反应和观点，我会对自己的反应和观点感觉更好。这种动机在

我们刚经历过失败的时候会特别强烈——如果许多其他人也经历了类



似的失败，我的失败看起来就不那么让人觉得丢脸。确实，紧随着这

次失败的经历，人们更可能表现出虚假共识效应（Sherman，

Presson，& Chassin，1984）。

我们表现出虚假共识的程度也依赖于我们如何看待选择背后的理

由。如果我们相信自己的反应是由外部力量控制的，就会特别期望他

人也像自己一样，因为我们认为他们也是受相同的力量调控的。但

是，如果我们认为自己的反应是由于个人独特的个性，就不太会预期

他人会像我们一样反应。确实有研究表明，当要求人们对其他人的选

择进行估计时，对于那些他们认为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选项的不同

特征才可以做出的选择（如选择Exxon的股票还是IBM的股票）所做的

选择，比那些他们认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人的特征和特性所做出

的选择（例如，是看体操、赛车还是看田径）表现出更大的虚假共

识。当我们认为自己的选择是受情境中强有力的因素所支配时，我们

预期其他人也会屈服于同样的压力，做出与我们相同的选择

（Giliovich，Jennings，& Jennings 1983）。

虚假共识的另一原因是，我们经常被要求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去解

释问题。如果没有意识到对同样的问题可以有多种解释，意识不到其

他人的解释可能与我们的解释是不同的，我们就会夸大他人像我们一

样作出反应的程度。例如，当问你是否对美国喜剧比对欧洲戏剧更喜

欢时，在你的心里可能出现的是在诙谐经典的美国喜剧如由伍迪·艾

伦导演的《安妮·霍尔》和晦涩难懂的超现实主义的欧洲文艺片之间

进行选择。不仅你自己会投票给《安妮·霍尔》，你也会期望更多的

人做出同样的选择。你可能没有意识到，其他人对同样的问题会有完

全不同的解释。有人会认为美国喜剧内容空洞乏味，如《监狱也疯

狂》； 而欧洲戏剧古典高雅，如《偷自行车的人》。如果在心里出现

这些解释，你可能就会选择站在欧洲戏剧这一边。因此，产生虚假共

识是因为不同的人对相同的选择有不同的解释。人们并没有成功地认



识到这一事实，在估计其他人可能的反应时也没有考虑到它。与这种

观点一致，Gilovich（1990）发现，当要求参与者在两个定义广泛、

有多种解释的范畴之间作出选择（如美国小吃和欧洲小吃）时，比要

求参与者在那些留很少空间作进一步解释的范畴的特殊例子（比如苹

果派和巧克力甜点）之间进行选择时，会表现出更多的虚假共识。不

过，关于虚假共识中不同解释所起的作用仍然是推测性的，因为

Gilovich后续的两个研究中，那些选择给予特殊解释的参与者就像那

些给予更一般选择范畴的参与者一样，表现出同样的虚假共识

（Gilovich，1990）。

总之，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产生虚假共识。我们的推理启发策

略、因果关系理论、动机以及独特的解释都会影响到我们判断他人是

否会像我们一样作出同样反应。当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些因素对估计他

人的反应所产生的影响时，这种倾向会更加严重。最终结果就是，我

们经常夸大他人持有与自己相同观点的可能性，并且相信自己的观点

比他人所持的不同观点更加普遍。不过，在一些环境中，我们也会表

现出相反的倾向，夸大自己的独特性，就像下面所讨论的一样。

人众无知

设想一下，你在教室里听一堂课，你正因为没明白这堂课讲的内

容而感到困惑和混乱，这时，教授停下来问同学们是否有什么问题。

想到你可能因为提问而被认为是愚蠢的，那样会使你感到羞辱，你就

没有吭声。当你环顾整个教室时，发现其他同学中也没有任何人提

问。他们都看上去自信而平静，没有一个人举手。此时，你会认为自

己是唯一没听懂这堂课的人。这个结论是奇怪的。你的行为和其他人

的行为完全一样，只是你的解释不同：你认为自己保持沉默是因为你

羞于表现出自己一点都没听懂，而你推测其他人沉默是因为他们听懂



了这堂课，不需要进一步澄清。如果每个人都像你一样推理，很可能

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境，即没有任何一个人听懂这堂课，但每个人都认

为自己是唯一经历了这种困难的人。这种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其他

人也和自己一样，具有一些不想为人所知反应的现象被称为人众无知

（pluralistic ignorance）。

术语“人众无知”是由Floyd Allport（1933）提出来的，描述的

是这样一种情境：几乎每个人私下都拒绝一个群体规范，但却认为大

多数其他成员会接受它。在一个早期关于人众无知的例子中，一个卫

理会教徒认为，大多数其他的成员都赞成教会禁止打牌、吸烟和喝酒

的禁律。但是，事实上，大多数成员私下在自己家里都拒绝这些禁

律，都会从事这些被禁止的行为（Schanck，1932）。人众无知之所以

在这种情况下形成，是因为成员的公众行为并没有反映出他们私下的

态度。在公开的场合，他们表现出对这些禁律的强有力的支持。尽管

每个成员都意识到，他自己公开地支持这些规范是由于害怕否定和拒

绝，但每个人都认为，其他人表达出对这些规范的支持是因为他们真

正支持它们。

就像上面的一些例子所阐明的，当人们公开的行为并没有反映其

真实的态度时，就为人众无知提供了舞台。这种公开和私下反应的不

匹配会产生人众无知，尽管事实上人们公开的行为完全相同，但他们

认为自己私下的行为与其他人是不同的。 例如，他们认为自己的行为

是由于害怕被拒绝或遭遇尴尬而产生的，而认为他人完全相同的行为

反映了其真实的态度和看法。甚至当人们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掩饰了自

己真实的情感，他们仍然会从表面去考虑其他人完全相同的行为。

为什么我们会把自己和他人完全相同的行为归因于不同的原因

呢？我们这么做可能只是因为并没有认识到其他人也有和我们自己一

样，有一种感到害怕和尴尬的倾向；我们敏感地意识到自己的害怕和



不安全感，而对他人的害怕和不安全感却缺乏证据。在我们设法掩饰

这种恐惧使它不为人所知时，这种情况特别容易出现。而且，即使我

们意识到别人的恐惧，我们也可能没有意识到造成这些恐惧的强有力

的动机因素。例如，我们可能错误地认为，其他学生需要理解教授所

讲内容，这会战胜因暴露他们没有理解时所带来的恐惧感（Miller &

McFarland ， 1987；Miller & 　 Prentice ， 1994；Prentice &

Miller，1996）。

人众无知可能是旁观者在有他人在场的情况下面对紧急情况时较

少采取干预行动的一个原因。当遇见一个处于危险中的人或面临一个

潜在危险事件发生时，如房间里冒烟，有他人在场时与只有一个人时

相比，人们更少伸出援手或采取阻止危险发生的行动（Latane &

Darley，1970）。当这类紧急情况发生时，尽管他们内心感到慌乱和

恐惧，但外表看起来却平静和镇定自若。其他人只是从表面来理解这

种平静的外表，因此认为没有人会特别关注正在发生的事情。正是由

于这种方式，紧急情境导致了对他人真实反应和对情境解释时出现人

众无知的情况。一群正在体验内心折磨的人会认为，其他人压根就没

有关心自己的理由。因此，每个人都不能按照自己的真实情感来采取

行动，因为他们接受了大多数人对现状的理解和解释，或因为他们害

怕被看做愚蠢的人、成为嘲笑的对象而感到恐惧和恐慌。在有关信

仰、观点和价值观的问题中，都有许多关于人众无知的记录（Miller

& Mcfarland ， 1991；Miller 　 & Prentice ， 1994；Miller 　 &

Prentice，1996）。人众无知会出现在紧急情况下由陌生人形成的短

暂群体中，出现在那些彼此间有很好了解的个体形成的密切联系的群

体中以及更大的组织如大学的成员中，甚至整个社会中。例如，不同

的研究表明，监狱里的看守人员认为其他看守人员比自己更强烈地赞

成更严格的纪律；一所盛行自由主义的著名大学的学生（Vassar &



Circa，1972）认为，这所大学里的其他学生比自己更加自由主

义；随着民权运动在美国获得力量，美国白人认为其他白人比他们自

己更支持种族隔离（Miller　&

McFarland，1991）。人众无知最令人烦恼的一面是，它会导致人

们普遍遵从那些没有一个人真正相信的规范。当规范是亲社会的、代

表高尚的道德境界时，还不必太担心。但人众无知也会导致人们去遵

奉一些反社会的、危险的规范。例如，一个关于青少年违法者的研究

表明，这些违法者私底下也对自己的反社会行为感到不安，但又不愿

意向别人表达这些感受（Matza，1964）。没有人愿意在那些看起来

“坚强的”同伴面前表现得像个“胆小鬼”，这些男孩们从事一些实

际上没有人感到舒服的损害他人的行为。由Deborah Prentice和Dale

Miller进行的一系列研究证明，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对校园里盛行的

饮酒规范的接受上也存在类似的人众无知（Prentice &

Miller，1993）。饮酒长期以来是普林斯顿大学社会生活中的重

要内容，在校园社会生活的中心——饮食俱乐部，全天候供应酒精饮

料，它选择和吸纳新成员时依据的也是喝酒游戏。与美国其他主要地

区相比，普林斯顿校友会的酒精饮料消费水平仅次于印第安纳波利斯

而排名第二（Prentice & Miller，1993）。普林斯顿的规范和许多其

他北美大学一样是很清楚的：饮酒对于社会生活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一个人如果想完全加入到校园社会活动中去，就必须要适应它。同

时，学生不得不注意到由过度饮酒而引发的问题。酒精中毒或酒后事

故导致的学生死亡事件引起了全国媒体的广泛关注。例如，1997年，

在麻省理工大学、弗吉尼亚大学、路易斯安那州大学以及其他几所大

学的校园里或大学生联谊会上，都发生过学生因饮酒过度致死而引起

社会广泛关注的事件（高等教育年鉴，1998.1.4）。差不多每个周

末，都有许多校园报纸报道学生由于酒精中毒或与酒精有关的伤害被

送进急诊室的事件。许多学生也无疑目睹过或亲身经历过一些事件，



由于过度饮酒而导致不当行为、记忆丧失、疾病或受伤以及学业成绩

下降。所有这些都导致Prentice和Miller认为，普林斯顿大学的饮酒

规范为人众无知提供了绝佳的情境：每个学生自己私下都对这种在校

园内得到强有力赞成的饮酒规范感到怀疑和担忧，但却没有认识到其

他人也对此感到同样的担忧。情况确实如此。当要求大学生评价自己

和其他普林斯顿大学生对在普林斯顿校园饮酒习惯是否能接受时，他

们的反应表现出这种人众无知：学生们认为自己不如其他普林斯顿大

学的学生能接受该校的这种饮酒习惯（Prentice & Miller，1993）。

那么，很清楚，学生自己对饮酒的感受和他们对同伴如何感受的

看法之间存在差距。随着学生们对他们的同伴和学校越来越熟悉，饮

酒的经历越来越多，这种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如何变化呢？一个令

人不安的可能性是，学生会逐渐接受他们认为其他人都赞成的规范，

他们私下的看法会转向于知觉到的规范。学生们仍然敏感地意识到过

度饮酒的有害效果，也会坚持自己比其他人对饮酒的规范感到更不舒

适的观点。他们私下的这种感受与他们对他人感受的看法之间的差距

可能会持续，这会使他们体验到与群体越来越大的疏远。为了检验这

些可能性，Prentice和Miller对普林斯顿大学二年级的学生进行了两

次调查：一次是在9月，他们暑假结束后刚返校，对规范和其他同学的

行为还很少接触；然后是在12月，他们在学校生活了几个月以后。在

这两次调查中，都询问学生自己和普林斯顿其他学生对校园里学生饮

酒习惯感到舒适的程度。

在这个学期初即9月份，男生和女生都表现出对他们同伴感受的人

众无知，如表9.1所示。两个群体都认为他们自己与其他普林斯顿的学

生相比，对于校园饮酒的习惯感到更不舒适。不过，男生和女生对自

己的感受和对其他同学感受看法之间的差距有不同的反应。到了12月

份，男生的态度已经与知觉的规范相一致；他们对喝酒习惯的接受程

度增加，对自己的感受和对其他同学感觉的看法之间没有任何差距。



总之，男生在9月份持有的对自己同学感受的错误假设，到了12月份时

已经变成了现实。与此相反，女大学生并没有内化这种规范。即使到

了12月份，她们自己的感受和她们对自己同学感受的看法之间仍然存

在差距。

表9.1　学生对自己和一般学生关于校园饮酒规范的接受程度

资料来源：Prentice & Miller (1993, 表3, p.248). Copyright 1993) by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注：高数字表明更舒适。

很难弄清为什么普林斯顿大学的男生和女生对他们私下的感受和

他们理解的规范之间的差距反应不同。一种可能是，一般来说男生更

容易屈从于一致性压力，特别是更容易屈从于饮酒这方面的压力。饮

酒在男性文化中比女性文化处于更核心的地位，或者认识到普林斯顿

长期以来是由男性主宰的高校，饮酒在普林斯顿对男性来说比女性更

为重要（Prentice & Miller，1993）。尽管存在差异，男生和女生的

反应都具有潜在的不良后果。男性最终接受了具有潜在危险的规范，

尽管他们开始时对这些规范感到不舒适。而女生则相信她们自己的感

受偏离了这个规范，可能会逐渐遭受排斥。事实上，一个后续的研究

表明，个人偏离群体的看法可能导致疏离，促进对群体的不认同。那

些察觉到在有关饮酒问题上自己的感受与其他一般学生在这个问题上

感受之间存在差距的学生，与那些没有察觉到这类差距的学生相比，

更不认同普林斯顿大学。他们预期毕业之后会很少参加普林斯顿的联

谊会（Prentice & Miller，1993）。



设想你是大学里的一名学生，在那里饮酒支配着社会生活。你自

己对校园里这种赞成饮酒的规范感到很不舒适，但你不愿意表达这种

感受，因为你认为大多数其他的同学比你对这些规范感到更舒适。同

时，你为了避免被嘲笑和被孤立而不得不去喝超过自己承受量的酒。

一次关于人众无知的讲座中讲到，大多数学生私下都对这些规范也感

到不舒适，但没有认识到其他人也会同样感到不舒适，你想你会受这

次讲座的影响吗？知道这些，你会有被解放的感觉吗？你现在能按自

己感到舒适的样子自由地少喝些酒吗？

在设计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研究中，普林斯顿的学生在他们进入

校园的第一周被安排参加有关饮酒的两个会议中的一个（Schroeder &

Prentice，1995；Prentice & Miller，1996）。其中一个会议的讨论

集中在人众无知上。向参与者呈现一些有关学生自己对于饮酒舒适度

和他们对其他同学对饮酒舒适度的看法之间差距的数据，要求他们讨

论这种对他人态度错误知觉的可能后果。另一组作为控制组，也是讨

论饮酒的问题，但他们的讨论集中在个体如何对饮酒作出负责任的决

策；他们对有关这个问题的人众无知一无所知。4至6个月之后，要求

所有的参与者报告他们在上一周以及在某个有代表性的一周中的饮酒

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消除人众无知对饮酒有显著影响：参加了关于饮

酒态度人众无知讨论的学生每周饮酒量比参加控制组讨论的学生报告

的每周饮酒量明显要少。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出现这种结果至少部分

是因为那些已经知晓人众无知的学生在过度饮酒方面感受到较少的社

会压力。

总之，在许多情境下，我们公开的行为歪曲了我们私下的观点。

在这类情境中，我们可能忽略了其他人与我们具有相同感受的事实，

认为其他人接受了我们个人抵制的规范，我们可能会变得更不愿意表



达自己私下的观点，担心当众出丑和受到社会排斥。如果每个人都像

自己一样行事，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认识到其他人的行为也是受相同

的恐惧不安所驱使的，人众无知就会持续存在。这会导致实际上很不

受欢迎的规范和行为持续下去。不过，这种状况依赖于我们是否仍然

不了解其他人的真实态度。一旦我们意识到其他人的真实感受，就不

会再有压力去遵从这种实际上无人真正赞同的规范。这种分析表明，

公众观点的民意调查已成为现代民主的核心，它对减少人众无知和阻

止人们去遵守那些事实上不受欢迎的规范具有重要的作用。

虚假共识与人众无知

从表面上看，人众无知是指我们低估了其他人与我们享有共同的

观点，看上去似乎与虚假共识相矛盾，后者是指我们倾向于认为自己

的观点比人们所持有的相反观点得到更多的支持。不过，重要的是要

注意到这种冲突只是表面的。同时具有人众无知和虚假共识是很可能

的。这是因为虚假共识只是一种相对效应，它出现在持一种特定的态

度的人认为这种态度比人们所持的相反态度更普遍，而人众无知是一

种绝对效应，它发生在人们认为自己的态度比实际情况更不普遍。例

如，那些对饮酒感到不舒适的学生比那些感到舒适的学生可能相信这

种不舒适更为普遍，这就是虚假共识效应。同时，那些对饮酒感到不

舒适的学生可能低估了对饮酒实际上感到不舒适的普遍程度，这就是

人众无知的一个例子。确实，有关学生对于饮酒的舒适度的研究也揭

示出虚假共识（Prentice & Miller，1993）。

不过，也存在这样的情况，那些促进人众无知的因素有时也会削

弱虚假共识。即使我们的行为与其他人的行为完全相同，但我们把它

归因于不同的原因时，人众无知也会出现。当我们把自己的行为归因

于难堪，认为自己比其他人更可能受这类难堪驱使时，这种有分歧的



归因就非常有可能出现（Miller & McFarland，1991）。回想一下，

当我们把自己的行为归因于相对独特的个人原因时，虚假共识最不可

能出现（Gilovich et al.，1983）。因此，在一个人把自己的反应归

因于相对独特的不安全的情境时，特别可能产生虚假的独特性，而特

别不可能产生虚假共识。

有关虚假共识和人众无知的研究集中揭示了我们对他人感受和行

为的观点方面的错误和偏差，强有力的证据表明，这类错误和偏见是

普遍存在的。它是我们完全不了解其他人反应的结果吗？我们对他人

的态度、行为和价值观的看法有哪些是真实的呢？有关虚假共识和人

众无知的研究是为觉察偏差和错误而设计的；从任何方面来看，当评

估人们在广泛领域的反应时，它们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个如何校准的

方法。其他研究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下面我们对此加以讨论。

社会分布的知识

如果想在我们所处的社会世界中发挥有效作用，我们就必须具有

一些关于重要观点、价值观和行为方面的知识。如果我们希望遵守已

被认可的行为规范，避免冒犯他人，必须对有代表性的人的价值观和

信念有所了解。这类知识对于推论个体反应的意义也是必不可少的。

例如，如果你了解美国和加拿大公众对卫生保健的典型态度，你就会

明白支持社会化医疗的美国人会持激进的观点，而表示同样支持的加

拿大人却会持主流的观点。尽管他们的态度完全相同，你却会因此去

推论这个美国人是个革命者，而加拿大人是个墨守成规者。

我们在计划自己的社会活动时，也需要了解行为和态度在可能的

反应范围内是如何分布的。当我们提出一个新的倡议时，不仅需要了

解一般人会对它如何反应，而且需要了解有多少人会强烈地支持它，



有多少人会强烈地反对它。当你遇见某个行为和态度偏离规范的人

时，如果你也知道他或她是某个具有相当人数的少数派中的一员，或

只是一个偏离者，你就能够更好地了解这个人。

为了评价人们有关社会分布知识的准确性，Richard Nisbett和我

询问了密西根大学的学生关于一系列态度和行为在自己同学中的分布

情况的看法（Nisbett & Kunda，1985）。要求参与者想象一下，他们

的100位同学需要报告自己对以下事物的喜欢程度，如麦当劳的汉堡

包、沙特阿拉伯人、电影 《星球大战》和道德多数派；他们对目前一

些问题的看法如学生的药物滥用、人工流产、前总统里根的表现 ；他

们一些行为出现的频率，如参加宗教服务、听音乐会、打网球、饮酒

和感到忧郁。给每个参与者一张以下的量表：

对于每个项目，要求参与者在相应的量表上表明这100个学生可能

作出反应的分布情况，也就是指出，在这100人中有多少人会选择各个

选项。从这些估计的分布情况，我们能够计算出每位参与者对一般反

应和反应可变性的看法，我们能够评估每位参与者对每一类分布状况

的看法。还要求参与者表明自己对于这些项目的反应。通过这些，我

们能够评价一些观点和行为的实际分布情况。

这些参与者估计的准确性如何呢？我们发现，尽管存在一些系统

误差，学生们能够相当好地对他们同学的一般反应以及对这些反应的

分布进行校准（见图9.1）。当每个参与者对于每个项目的平均反应的

估计与实际的平均数相关时，在所有项目中平均的相关都是中度到高

度的正相关，范围从0.42到0.73。例如，参与者正确地认识到，他们

的同学，与喜欢道德多数派相比更喜欢沙特阿拉伯人，醉酒的次数比



打网球的次数更多。他们的绝对准确性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通常情

况下，学生对每个项目分布平均值的估计在十点量表上与实际的平均

数只有一个点的距离，在五点量表上只有半点的距离。

参与者对于离中趋势的估计也相当准确。拿平均数来说，在估计

的离中趋势和实际的离中趋势（例如，标准差）之间存在中度的正相

关。例如，参与者正确地认识到，学生们参与宗教服务的频率比他们

看电影的频率变化性更大。从图9.1可以看出，参与者对不同分布形态

的估计也倾向于是准确的，提出了与实际情况一样的分布形态，它们

分别是正常的钟形曲线分布（如大学预算的缩减），向右的强偏态分

布（如麦当劳的汉堡），或向左的强偏态分布（如使用药物）。



图9.1　关于态度的实际分布和估计分布。分布图上方的字母表示它的形状：N=正

态，JL=正偏态，JR=右偏态，B=双峰。

资料来源：Nisbett & Kunda (1985, 表2, p.305).Copyright 1985) by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尽管出现了一些系统偏差，还是发现了这种令人印象深刻的准确

性。比如，通过揭示参与者自己的观点与他们对普遍观点的看法之间

的正相关，表明存在一种清楚的虚假共识效应。这表明参与者把自己

在每个问题上的观点作为他人观点的一个信息来源。还有一种稍微高

估离中趋势的倾向，很大的可能是因为那些有极端反应的人比那些作

出适度反应的人在心理上变得更凸显和更易得。综合起来考虑，这些

结果表明，尽管我们自己的态度和行为以及那些高度突出的其他人的

态度和行为会在某种程度上使我们对社会分布的估计出现偏差，但并

没有使我们对社会现实视而不见。这种偏差是系统的和可靠的，但在

数量方面是相对适中的，是在总体精确的背景下出现的。

最有可能的是，这种令人印象深刻的准确性来自于学生们熟悉其

同学的行为和观点。确实，其他研究也表明，我们对那些高度熟悉的

群体的认识比对那些自己不太熟悉的外群体认识更为准确。在一个研

究中，要求科罗拉多州大学主修工程和商学专业的每个学生估计那些

主修工程和主修商学的学生在8种特质和态度方面的分布情况，每个人

也表明他们自己对这些项目的态度（Judd，Ryan，& Park，1991）。

这些项目都带有刻板印象性，或对工程专业而言（如分析的和沉默寡

言的），或对商学专业而言（如外向的和冲动的）。

当把学生对这些项目的平均数和标准差与实际平均数和标准差进

行比较时，结果表现为学生们对内群体的估计比外群体更为准确；主

修商学和主修工程的学生都对与他们自己同一专业学生的特质和态度

分布的估计比对其他专业学生的估计更为准确。即使对于外群体，总

体的准确性对于平均数的估计是真实的，对于标准差的估计也是适度



的。尽管具有这种准确性，但仍然存在系统误差——参与者倾向于夸

大两组被试符合刻板印象的程度，对于外群体尤其可能如此。例如，

主修商学的学生比主修工程的学生表现出更大程度地高估主修工程的

学生符合工程专业的刻板印象。参与者对内群体成员的熟悉会导致他

们根据这些熟悉的成员而不是根据群体的刻板印象来进行估计。这也

是为什么对内群体估计比外群体估计更准确的原因。

总而言之，我们对大的社会群体内的一些重要社会变量，如态

度、特征和行为分布的估计是相当准确的。如果我们对正在谈论的社

会群体是熟悉的话，会特别地准确。这种情况是真实的，尽管事实上

我们对他人反应分布的估计会由于受到自身的反应、其他突出个体的

反应、我们对他们所属社会群体的刻板印象，及其他各种可能因素的

影响而出现偏差。这并不是说，我们总是准确的；就像前面所讨论

的，我们肯定会有大量的偏差，在我们的估计中会有许多不符合常

态。但对于社会问题而言，当我们与其他人交互时，对于其他人对于

这些问题的观点有大致的了解时，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在很大程度

上，我们必须具备指导自己社会行动所需要的知识。

到目前为止，我一直把注意力集中于人群中的特征的普遍性和分

布的知识。接下来我会转向讨论有关特征性质方面的知识。正如前面

所讨论的，这类知识能影响我们关于他人与我们有共同反应的意愿。

当我们认为自己的反应是被自己持久的、独特风格的特质驱动的，与

我们认为自己的反应是被外在强有力的、足以支配人的力量控制时相

比，我们会更少可能接受这种普遍性。了解一些有关特征性质方面的

知识，特别是人格的特质，对于作出许多关于人的推论是重要的，我

们下面对此加以讨论。

关于特质一致性的知识



我的父亲确实是个可以信赖的人。提防艾伯特，他不是很诚实。

我希望萨拉不要那么害羞。我们在描述其他人看起来如何时，很大程

度上依赖人格特质（至少在西方文化中如此；有关文化差异，见第11

章）。特质在我们对他人印象形成中所起的核心作用不仅得到日常经

验的支持，而且得到无数研究的支持（Ross & Nisbett，1991）。例

如，当Bernadette Park要求参加小型研讨会的学生彼此提供详尽的

（和令人信任的）描述时，她发现特质很明显地在印象形成中起着支

配性的作用（Park，1986）。像幽默、聪明和易相处这些特质至少解

释了学生描述中65%的信息。另一个最常使用的范畴是行为，如“把头

发染成粉红色”和“喜欢玩益智游戏，如下棋”等只能解释23%的信

息，其他类型的信息是微不足道的。很明显，我们认为人格能通过特

质很好地被理解和体现出来。我们对特质的喜爱也反映在英语语言

中，如果你仔细检查一本英语词典，就像Allpost和Odbert在1936年所

做的那样，你将会发现有4 000多个不同单词表示人格特质。

我们也运用特质来理解他人的行为。我们根据他们的潜在特质自

发地理解行为。当听说克里斯蒂娜在餐馆里没有给小费时，我们会认

为她是一个吝啬鬼；当听说罗伊帮一位老太太把食品杂货提回家时，

我们会认为他是一位乐于助人的人（Winter & Uleman，1984）。当我

们试图了解他人为什么会那样行事时，会又一次运用特质。我们认为

乔希在操场上攻击其他的小孩是因为他具有侵犯性，琳恩骗税是因为

她不诚实（Miller，1984）。

当我们用一个特质来描述某个人时，意味着一种稳定的潜在倾向

在不同的时间和情境下都是一致的。当说到克里斯蒂娜忘记给小费是

个吝啬鬼时，我们正在传达对她将来行为的预期：她下次去餐馆也不

会给小费。更为普遍地，我们预期她也会表现出时间方面的稳定性，

也就是在不同时间的相同情境下都会表现出同样的行为。我们预测她

的吝啬会以其他的方式表现出来；我们可能预期她会买便宜的圣诞礼



物，对慈善事业捐赠很少。而且，我们会预期她表现出跨情境的一致

性，也就是从一种情境到另一种不同情境，相同的特质会表现出一致

的行为。这种跨时间和跨情境的一致性是特质意义的核心。如果与特

质有关的行为在这些方面是不一致的，特质就变得没有意义，如果那

样的话，就不可能从当前行为推论将来情境中的行为。

因为特质在一般人的人格理论（以及许多人格心理学家的理论）

中具有核心作用，那么，更重要的是找出与特质有关的行为真正的一

致性如何，更有趣的是确定我们对于特质一致性看法的准确性。这些

主题已经受到相当多的研究的注意，也一直是热烈争论的焦点。与我

预感到的结论一样，有关这些问题的十多年的研究表明，我们倾向于

夸大人们与特质有关的行为的一致性。

特质的实际一致性

跨情境一致性低　雷切尔在昨天晚餐中的表现是友善的，她在今

天午餐中的表现也会是友善的吗？她在牙医候诊室里的表现会是友善

的吗？在工作面试中呢？在聚会上呢？雷切尔或其他人在跨时间和跨

情境的情况下会表现出一致的友善吗？一个人会如何回答这些问题？

我们可以让雷切尔来告诉我们她的行为的一致性如何，或者要求她的

妈妈和她最好的朋友来告诉我们有关她行为的一致性，但这并不是一

个最好的方法。他们的回答反映了他们对雷切尔一致性的想法和理论

（它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不正确的），而不是她实际的一致性。

为了确定行为的真实一致性，我们必须走出去，在真实的情境中检验

实际的行为。假如我们期望评价友善的一致性，就应该在不同的情境

对许多人的友善行为进行测量。这种测量将使我们能够确定在一种情

境中的友善与另外一种情境中的友善相关联的程度——那些在聚会上



表现得比一般人更友善的人，在牙医候诊室里也比一般人表现得更友

善吗？

不用说，这类研究是很难进行的。只要考虑以下的逻辑就能明

白：一个人必须找到一群都参与了一系列共同事件的人，然后必须追

踪这些人，从一个事件到另一个事件，评估在每个事件中每个个体行

为的友善程度（或表现出的其他有趣的特质）。毫不奇怪，很少有人

花精力来从事这种需要付出极大努力的事。在过去70多年进行的少量

研究应对了这种挑战，因此得出了值得注意的结论：当人们在不同时

间处于相同的情境时，通常会表现出一致的行为，但从一个情境转变

到另一种不同情境时，与特质有关的行为却表现出很低的一致性。更

准确地说，与特质有关的行为在时间方面的稳定性是高的，但它们跨

情境的一致性是很低的（Ross & Nisbett，1991）。

有关这个问题的最早研究结果是Hartshorne和May在1928年发表

的。该研究检验了诚实相关行为的一致性。这些研究者创造了许多情

境，在这些情境中，几千个小学儿童有机会舞弊、撒谎和偷盗，这些

情境从教室到社交游戏、体育比赛。在所有这些情境中，研究者误导

儿童们相信，任何不诚实行为都不会被发现。例如，在一种情境中，

让孩子们相信自己没有被人注意，有机会去偷放在课桌上的一些钱。

在另一种情境中，他们有机会在一个被认为蒙着眼睛的游戏中进行欺

骗（偷看）。还在另一种情境中，他们有机会篡改他们的分数，以改

善他们在测验中的表现。

Hartshorne和May曾预期会记录到广泛的诚实特质倾向，但结果却

让他们大吃一惊。应该承认，行为在时间方面的稳定性很高：在两个

不同场合的特定情境中，儿童的诚实之间的平均相关是令人印象深刻

的0.70。这意味着，一个今天从没人注意的桌子上偷钱的儿童，明天

也会做同样的事。今天在某个特定测验中篡改分数的儿童，如果有机



会，明天他同样也会这么做。然而，尽管在特定的情境中，行为在不

同的时间是很一致的，但从一种情境到另一种情境的行为却很少一

致：在一种情境中儿童的诚实与他们在另一个不同情境中的诚实之间

的平均相关只有0.23。这意味着，如果你知道一个儿童从没人注意的

桌子上偷了钱，这并不能告诉你这个儿童是否也会篡改分数。而且，

随着两种情境的差异增加，从一个情境到另一种情境，行为的一致性

会变得更少。很清楚，诚实行为不仅由潜在的诚实品质所决定，而且

主要是由不诚实行为产生情境中的关键特征所决定的。

1929年，Theodore Newcomb报告了一个更大范围的研究。他检验

了与外向有关的9个不同特质，如喜欢讲话、好奇、爱交际等跨时间和

跨情境的一致性。这项研究是在一次“问题”青少年男孩的夏令营中

进行的。夏令营的辅导员要完成一份关于每个儿童的很长的调查问

卷，评价这些男孩们每一天在一系列与特质有关的行为方面的表现。

例如，一些与喜欢讲话有关行为的问题是：“他讲述他的过去或他已

取得的成绩吗？”“他大声地和自发地表现出兴奋和不赞成吗？”

“他与辅导员的谈话是否只局限在提出和回答一些必不可少的问题

呢？”“他如何度过安静的时间？”以及“他在饭桌上讲了多长时间

的话？”。

Newcomb的分析主要集中在跨情境行为的一致性。他也发现了这方

面的一致性是非常低的。与同一特质有关的任何两种行为之间的平均

相关只有0.14。换句话说，一个孩子在午餐时喜欢讲话，并不能让你

自信地推测他在安静的时间或在与夏令营辅导员接触时也是如此。应

该注意的是，在Newcomb的研究、Hartshorne和May的研究中对任何两

种情境中行为相关性的估计都被夸大了。这是因为，在两个研究中相

关性被计算出来之前，行为是通过几个相同情境累加而成的。在这

里，对此作点简单的讨论。这种累加提高了相关性，使得在这些研究



中得到的低跨情境一致性变得更加显著。这些相关性都如此之低，那

么，两个单独情境之间行为一致性的相关性就更低了。

Newcomb的研究还有另一个重要特征。他要求夏令营的辅导员在夏

令营结束时，评估一下他们每天都记录了的每个儿童每种行为出现的

频次。这些回忆的行为模式之间的一致性与通过每天记录获得的实际

一致性之间的比较，揭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结果：在夏令营结束时，

在辅导员的总体印象中，与特质有关的行为之间产生了相当高的一致

性（0.49），比通过每天对这些相同行为记录得到的一致性更高

（0.14）。这是一个迹象，说明我们倾向于在特质有关的行为之间

“看到”比实际情况更多一致性。

应该注意的是，与特质有关的行为跨情境一致性低并不只限于儿

童的表现。近期的一个研究表明，大学生也表现出这样不一致性

（Mischel & Peake，1982）。在研究中对卡尔顿大学的学生在不同的

情境中表现出来的友善和责任感进行了反复的观察。例如，与责任感

有关的行为包括课堂出勤率、参与学术讨论会、作业整洁、按时交作

业、约会准时、房间整洁和个人外表整洁。

到目前为止，这些结果毫不令人吃惊。学生在他们的行为中表现

出时间方面的适度稳定性，但很少表现出跨情境的一致性。通常，在

不同时间两种完全相同情境中行为之间的相关是0.29，而被认为表现

了相同特质的两种情境之间的相关只有0.08（与早期的研究不同，这

些相关是两个总数之间的相关，因此是没有夸大的）。这意味着如果

你注意到David昨天交的作业与大多数学生的作业相比显得乱糟糟，这

个信息将能使你适度自信地预测，他下星期交来的作业也会是乱糟糟

的。但他的作业乱糟糟并不能提供你任何有关他的房间是否乱糟糟的

情况，或他在着装方面可能如何等任何信息。



人格的特质理论是建立在这个假设的基础之上的：在许多不同情

境中的行为是一致的。Walter Mischel在他1968年出版的《人格和评

价》（Personality and Assessment）一书中对这个假设提出了质

疑。通过对上面描述的类似研究的证据进行复查，他指出相同特质的

任何两种不同行为之间的相关通常低于0.20。他得出结论：不能认为

行为是由广泛的基本特质决定的，一个人应该认识到，行为依赖于行

为产生时的情境的特殊性。而且，他极力主张人格心理学家们探究新

的方式去描述个人和情境的因素是如何联合起来决定行为的。Mischel

的批评和同一年Donald Peberson（1968）发表的一篇类似的文章，对

于人格特质理论的基础提出了挑战。在这场激烈的争论中，人格理论

工作者提出了不同的方法去挽救特质的结构。

聚集的力量　Seymour Epstein提出了最有影响的解决办法之

一。他承认从一种情境到另一种情境与特质有关的行为一致性的确是

低的，但对Michel认为特质作为概括性结构应该抛弃的结论提出了挑

战（Epstein，1979，1983）。Epstein的论证建立在一个众所周知的

统计事实的基础上：尽管任何两种行为之间的相关是低的，但两种行

为聚集体之间的相关可能仍然是高的。为了阐明其原因，请你先看下

面的例子。你不能根据一个棒球运动员在昨天比赛中的表现确切地预

测他在明天比赛中的表现。但你仍然能够相当自信地根据他在上个赛

季的整体表现预测他在下个赛季的整体表现。这是因为，任何一场比

赛的表现是非常不可预测的，它不仅依赖于这名运动员的能力，也依

赖于许多偶然的因素，如天气、昨晚他的睡眠量、他的心情等等。但

通过许多场比赛之后，这些偶然的因素会彼此抵消掉，剩下的就是对

这名运动员真实能力的估计。通过集中和计算这名运动员在多场比赛

中的平均表现，你能得到对这名运动员能力的可靠估计，该估计应该

与其他同样可靠的能力测量有强的相关。



由于同样的原因，Epstein认为，你可能不能从某人在医生的候诊

室或在求职面试时表现出的健谈就预测她晚餐时也会健谈。但如果你

在这三个情境和其他情境中对她的健谈进行测量，计算这些测量的平

均值就可得到她健谈的一个总体分数。一般来说，你根据这个总体分

数就能预测她在其他一系列的情境中健谈的程度如何。换句话说，如

果简在餐桌上比约翰健谈，这并不能告诉你她在医生的候诊室里是否

比约翰健谈。但是，如果有个很好的时机，在上个月你遇到他们的十

多个或更多的情境中，简都比约翰健谈，通常你会预测在下个月你遇

到他们的情境或类似场合中，她会比他表现得更健谈。

没有任何人对Epstein的分析提出异议，因为它建立在牢固的统计

基础之上。但对它的意义却存在争论，而且这种争论还在继续。

Epstein感到，通过对不同情境的聚集，他已经解决了特质一致性的问

题，而且证实了特质作为概括性人格结构的重要性和可行性。但

Michel认为，这样的聚集类似于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它完全忽

视了这样的事实，不同的情境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可能引发不同的行

为，因此评价每个个体的独特行为模式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从一个情

境到另一个情境是不同的（Michel & Peake，1982）。我认为，这两

种观点都有优点。一个人能否发现聚集的作用和特质的意义依赖于他

的目标。

通常我们会对长期的行为感兴趣。你想知道一个朋友或恋人在与

你交往的这段时间内是如何对待你的，对于瞬间的变化不会特别关

心。银行会对那些能够预测雇员长期行为的诚实测量感到满意。运用

一种测量以清除那些不诚实的个体，从长远来说可产生大量的存款，

即使这种测量不能用确定的方式预测单个情境中的行为。为了达到这

些目的，对在许多情境聚集的特质进行测量对于达到这些目的是特别

有用的，它具有长时间的可靠预测性。确实，运用人格聚集测量的研

究揭示出个体在终身发展中都保持着很大的稳定性（Caspi & Bem，



1990）。在这个意义上，具有概括倾向的特质是有生命力和有用的。

在另一些场合，我们感兴趣的是从一个情境中的行为预测另一个情境

中的行为。我们在这方面没有任何的确定性；任意两种情境之间的相

关太低了。如果你期望一个在工作中对你有礼貌的人，在聚会上也同

样会对你有礼貌，你就会为她在聚会上的无礼而感到吃惊。而且，即

使我们聚集测量了一个人在一种情境中的行为，反映了他在许多不同

场合的这种情境下的平均表现，它可能仍然不能很好地预测他在另一

种情境下的行为聚集体。在前面描述的卡尔顿大学学生的研究中，在

一个特定的情境中，任何两种行为的聚集之间的平均相关只有

0.13（Michel &

Peake，1982）。戴维许多次课程作业的乱糟糟并不能提供给我们

任何关于他的房间或他的衣服乱糟糟方面的信息。实际上这就意味

着，即使我们很了解一个人，也不一定能很好地预测他在新情境中的

行为。一位在学校随和、自信的朋友可能会在一次徒步旅行中表现得

挑剔和忧虑。一位与教授交往时看上去局促不安和自我谦卑的研究

生，一旦她自己成为教授时会变得沉着和自信。当然，当我们对另一

个人的信息只是建立在短暂相识的基础上，想预测他在新情境中的长

期行为就会更加困难。例如，工作面试表现与实际工作表现之间的相

关性很低，典型的相关要低于0.10（Hunter &

Hunter，1984）。因此，一个在工作面试中看起来谦虚和尊重他

人的人，可能在工作中就表现得骄傲和目中无人；在面试中看起来紧

张不安的人，可能在日常工作中却表现得沉着冷静。

来自行为片段的准确性　从表面上，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好像对这

些结论提出了挑战。这些研究表明，人们只要观察另一个人行为的片

段，通常只需要观看30秒的无声录像，就能相当准确地预测此人长期

的行为表现（Ambady & Rosenthal，1992）。在一项研究中，13名研



究生教学人员在讲授本科生课程时被录像（Ambady & Rosenthal，

1993）。研究者制作了一个录像带，包括每个教师三个10秒钟的剪

辑。给9名本科本播放这些录像带，完全关闭声音，要求他们在与教师

表现质量有关的15个维度（如积极的、热情的、有能力的、乐观的）

评价每个教师的非言语行为。这种建立在30秒非言语行为基础上的人

格评估能很好地预测教师的实际表现吗？令人吃惊的答案是：相当

好。为了评价老师的实际表现，调查者在学期末得到了录像班级学生

对每个老师总体教学质量的评价。通过观察短时间的录像带而对老师

们作出的一般人格评估与学生对这些老师总体教学质量的评估之间存

在高相关。那些在短时间录像中被观察者评价为积极、自信、热情、

平易近人、乐观、热心的老师，学生对他（她）的评价也越高。平均

来说，学生对老师的整体评价与学生通过录像对老师人格特质的评价

之间的相关性达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0.76。学生对老师的评价很大程

度上依赖于老师的人格魅力，而人格魅力能非常准确地从某些行为片

段加以评估。

在其他许多领域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例如，行为片段已经表明

能够非常准确地估计临床治疗者的特性及病人的治疗结果、老师对不

同学生的喜爱、一个谈话的人在讲真话还是在说谎（Ambady &

Rosenthal，1992）。它表现为，在观察另一个人时，即使是很短暂

的，我们能够有意或无意地找到一些能揭示有关这个人的真实情况的

非言语线索。

这是否意味着与前面部分的结论相反，你只通过对一个人在一个

单一的简短情境的观察就能很准确地预测出他的长期表现呢？不能。

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在所有说明从行为片段能作出准确预测的研究

中，行为片段的评估是通过许多评价者而聚集形成的。就像通过对多

种情境进行的聚集一样，评价者的聚集提高了相关性。每个评价者的

评估不仅反映了被观察者的实际的人格，也反映了评价者的个人独特



的偏好和误差。当印象是通过许多评价者平均而形成的时，评价者的

独特癖好就可以相互抵消，导致对被观察者人格的评估更可靠。因

此，任何单个评价者的准确性都会大大低于一组评价者平均判断的准

确性。

当一个人知道了项目聚集的信度和包括的项目数时，计算出单独

项目的信度是可能的，或在这种情况下计算出每个单独评价者的信度

是可能的（Nunnally，1978，p.243）。Ambaby和Rosenthal（1991）

对有关这个问题的38个不同研究结果进行了元分析，发现在个体的行

为片段和这些个体表现的一些其他测量之间的平均相关是相当令人印

象深刻的0.39。在这些研究中，评估行为片段的评价者的中数是37。

在这里，我计算出对任何一个单独的评价者来说，预期的相关大约只

有0.02。单个的人是不能准确地评估行为片段的。

所有这些给我们何种启示呢？如果你经过一间门敞开着的教室，

看了一眼一位正在讲课的不熟悉的教授，你对这位教授的印象只能提

供给你很少有关这个教授的教学质量的信息。但是，如果你的几位朋

友也像你一样看一眼这个教授，你把你们的印象都汇总起来，你将会

对这个班上的学生如何评价这个教授产生相当准确的看法。尽管如

此，应该注意的是，你的综合印象的预测力仍然只限于教室内。鉴于

已经有很多研究很好地证明了从一种情境到另一种情境的行为之间的

相关性是非常低的，因此没有任何理由相信你能够准确地预测教授在

其他情境中的行为。尽管你利用了对教授的教室行为的聚集印象，你

仍然很难了解他在办公时间与你接触时会如何对待你，你甚至很难了

解这个教授是如何对待他的同事、朋友和家人的。

基本结论是，我们通过对相似行为的聚集测量能够预测一般的更

广泛水平的行为，但不能确信地从个人在某个情境中的行为预测他在

另一个情境中的行为。而且，在单独情境下个人的单次观察不可能对



这个人的性格提供多少信息。我们了解这一点吗？我们认识到单次的

行为很难提供预测吗？我们了解从一种情境概括到另一种情境的可能

性如何吗？很明显，我们不知道。下面对此加以讨论。

对特质一致性的看法

我们在理解行为从一种情境到另一种情境的变化程度方面的失败

很容易用一些轶事来加以说明。在一些报纸上关于系列杀人犯的报道

中常常可以看到很多陈词滥调：对那些感到震惊的邻居进行访谈时，

他们常常这样说：“他看起来是一位很好的小伙子。”图9.2 描述的

是报纸报道的一个典型案例的摘要。它描述了一位朋友对下列新闻的

反应：加拿大沃特卢城的土地开发商Helmut Oberlander被联邦政府指

控为纳粹党卫队的成员，这个组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负责屠杀了

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这个被指控为纳粹分子的一个朋友无法想象，他

认识多年的行为正派的加拿大公民竟然实施过被指控的暴行。他对他

的朋友清白无辜的坚定信赖，使人怀疑他有关人性和人格一致性的理

论。一个纳粹德国时期的年轻人，在有很多同伴支持的情况下，实施

了受到政府支持的暴行，一旦他移居到具有稳定文明的加拿大，我们

能预期他会有哪些行为呢？我们会预期这位现在生活在加拿大一个小

城市的纳粹分子会犯像酒后驾驶这样的罪行吗？预期他会对邻居刻薄

吗？或者我们应该认识到，极端不同的情境会导致同一个人产生完全

不同的行为？



图9.2　资料来源：The Saturday Record, 4. 29. 1995. Copyright 1995)

by the Kitchener-Waterloo Record.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我们不必利用这类极端的例子去揭示我们有一种高估行为跨情境

一致性的倾向。在筛选求职者时，把求职面试作为一种方法广泛加以

运用就是由于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在一次面谈中，求职者的行为与他

们在工作中的行为可能是完全不相同的。而大多数人似乎都很相信自

己具备从一次简短的交谈就能了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能力，即使

对其他人的最初印象经常被他们随后的行为所否定，这种信念仍然不

动摇。在下面一个部分，我将首先呈现一些夸大特质一致性的证据，

然后试图理解这种信念的根源。

几方面的研究都谈到，我们倾向于过高估计由单次行为所提供的

预测力和夸大特质的跨情境一致性。有证据表明我们高估了特质决定

行为的力量，低估了情境的力量，以至于我们认为单个行为和短暂邂

逅提供了比实际情况更大的预测力，以及自发地从特质相关行为得出

有关特质的结论。下面我依次讨论这些观点。



基本归因错误　在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之前，学生必须面对一般来

说令人生畏的口试，一组知名教授就他们博士论文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提问。对于心理学家Lee Ross来说，这是一次让他威风扫地的经历，

这使他想知道是否他也能和那些聪敏的考官一样聪明和有洞察力。幸

运的是，几个月后，他也有了一次做考官的经历。这次颠倒过来，作

为斯坦福大学的一名教员，他有权坐在桌子的另一边提问而不是回答

问题。他从这次经历获得了对自己专业知识的自信感；另一方面，这

个候选人则承认具有像Ross在口试时的同样感受。很显然，Ross通过

口试后的几个月里，在专业知识方面并没有取得任何巨大的进展。更

为可能的是，他这次看似优越的表现是由于作为考官的角色赋予了他

巨大的优势：考官提问题可以只关注他们自己的专业知识领域；他们

不需要暴露任何自己无知的领域。另一方面，候选人没有任何权力决

定谈话的领域，并且会被问到一些除考官以外很少为人所知的深奥问

题。

Ross受到打击是由于作为这类事件的参与者没有成功地认识到这

两种不对称角色的优势和劣势，以及很快就得出个体相对能力来自这

些不同角色的不合理结论。他指出，在更广泛意义上，人们经常把他

所说的这种现象称之为“基本归因错误”，即他们低估了行为是由情

境中的限定因素决定，高估了它是由人的基本特质决定（Ross，

1977；Gilbert & Malone，1977）。一个经典的测验游戏实验确证了

这种现象（Ross，Amabile，& Steinmetz，1977）。斯坦福大学的学

生以成对的方式参与测验游戏，在游戏中被随机安排为“提问者”或

“答问者”角色。提问者的工作是提出10个“有挑战性但能够回答

的”一般性问题，并向答问者提出这些问题。而答问者的工作是回答

这些问题。

提问者利用自己的深奥知识，提出了一些只有极少人能够回答的

问题，如 “世界上最长的冰河是哪一条？” “ W.H.Auden的名字中



首字母W.H.代表什么？” 。毫不令人惊奇的是，平均来说，答问者只

能回答出所提10道问题中的4道。在这种情境下，提问者似乎比答问者

显得更有知识。当然，这种明显的优势完全是因为提问者这个角色赋

予的。可以有把握地打赌，如果把他们的角色调转过来，答问者也能

够提出一些难倒提问者的问题。参与者认识到这些了吗？从表9.2可以

看出，提问者可能已经认识到他们实际上并不比答问者知识更丰富，

但是答问者很显然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们认为自己的知识比提问

者的知识要少很多。在后续的研究中，有人对这个测验游戏进行了观

察，他们也没有正确认识到由提问者角色所导致的优势。就像表9.2所

表示的，提问者和答问者都认为提问者比答问者知识更丰富。当不能

理解角色的力量或这个情境中的其他限制因素时，我们会想当然地认

为，人们在此情境下的行为提供了更多有关他们基本特质倾向的信

息，但实际情形却并非如此。

表9.2　在小测验游戏中，参与者和观察者对于提问者和答问者一般知识的评估

资料来源：Ross et al., 1997. Copyright 1997) by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注意：数字越高代表知识越丰富。

许多其他研究也证明，我们通常在一些小的行为样本基础上很快

就得出有关他人能力、特质、态度的结论；我们不能正确评估情境在

行为发生中起作用的程度；不把行为归因于引发行为的情境，而是倾

向于把行为归因于完成这个行为的人的持久特质或能力。换句话说，

我们倾向于根据他们的行为来推测他们的基本特质倾向。这种倾向也



称之为对应性偏差，这已经在大量的研究中得到了证实（Gilbert &

Malone，1995；Jones，1990）。例如，我们可能认为一个参与性生活

话题讨论而局促不安的学生是个焦虑的人。我们也可能认为那些被随

机安排去监视他们同伴的工人比那些他们监视的工人是更好的领导

者。

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没有考虑情境压力是因为我们并没有理解它

们。通常，我们根本没有认识到情境力量有多强大，并不理解大多数

处于这种情境的人会有同样的行为。我们没有充分理解经理或考官这

个角色的优势，我们并没有认识到一个看似温和的请求给人带来的压

力，以及低估了同伴压力的力量。在所有这些情况下，人们的行为会

导致我们作出有关其基本特质的不合理的推论。

即使认识到情境的限定因素，我们也不会总是去考虑它们。我们

大多数人都知道讨论令人困窘的话题会使人感到紧张，一个严厉的老

板会让他的职员温顺地做事，为赢得面试官的好感会使求职者以一种

特别乐群的方式行事。但这些知识并不总是指导我们形成这些情境中

被观察者的印象。通常，我们会首先很快自动地得出有关这个人基本

特质的结论（她神经质地做事，她必是一个神经质的人）。然后，我

们再考虑情境的限定因素去矫正这个结论（可能谈论她的性生活使她

行为紧张；她可能不是一个神经质的人）。不过，这种矫正是需要精

力的；如果心理能量有限，我们就不能完成这种需要精力的情境矫正

（Gilbert，1989；参见第7章）。因此，当我们全神贯注、疲劳、自

我陶醉或匆忙时，就不能进行审慎地思考，去理解他人，即使我们了

解情境中的限定因素，也不能成功地根据情境的限定因素矫正形成的

印象。从而我们会认为人的行为是由对应的特质倾向引起的。

进一步来说，即使我们能正确评价情境的作用，想要矫正得出的

推论，并且具有这么做所必需的认知资源，仍然可能不能成功地做出



充分的矫正。如果我们把从个人推论的特质作为一个起始点或支撑

点，然后试图调整我们的推论，考虑情境的压力，我们可能不能成功

地作出充分的调整；我们的推论仍然会偏向于最初推论的特质

（Quattrone，1982；参见第3章）。我们对一个人的最终结论仍然会

受到对这个人性格的最初推论的影响，即使我们认识到这些推论是无

根据的，并企图摆脱这种影响（Wilson & Brekke，1994）。

总之，我们会犯基本归因错误，把行为过度归因于性格特质，很

少把行为归因于情境，因为通常没有意识到情境的力量。即使我们确

实了解情境中的限定因素，如果缺乏考虑它们所需要的心理资源，仍

然会犯这样的错误。我们没有认识到角色和情境在形成行为中的力量

和根据单个情境中的行为得出有关性格的概括性结论的愿望，反映了

我们无法正确评价个体行为从一种情境到另一种情境的变化程度方面

的深层次原因。我们倾向于犯基本归因错误，意味着我们并没有认识

到跨情境行为低一致性的真实情况如何。下面我将转向另一个研究，

它更直接地检验了对跨情境一致性的信念。

有关行为跨情境一致性的信念　如何测量人们对行为一致性的信

念呢？如果我们能够要求他们对任何两种情境中人们行为之间的相关

进行估计就好办了：在一种情境中学生的诚实与他们在另一个情境中

的诚实之间的相关是多少？令人遗憾的是，大多数人并不熟悉“相

关”这类统计学术语。因此，Nisbett和我设计了一种评估人们对于

“相关”的看法的间接方式（Kunda & Nisbett，1986）。我们用下面

这种形式的问题：

假如你在某个情境中观察珍妮和吉尔，发现珍妮比吉尔更诚实。你认为在下一个情境

中观察他们时，珍妮比吉尔更诚实的概率是多少？

参与者在一个从50%到100%的量表上回答这些问题。在这个量表

上，50%意味着没有任何方法预测在下一个情境中，他们两个中的哪一



个会是更诚实的；估计值越高，反映了可预测性越高。这种百分比的

估计容易转化为相关系数，这些估计的相关可以与那些在评估跨情境

一致性的研究中获得的实际相关进行比较（参见Hartshorne & May于

1928年关于诚实的研究以及Newcomb 1929年对于外向性的研究）。

如图9.3中最左边的柱形图所示，参与者明显地高估了特质的一致

性。在任何两种情境中表现特质（如诚实或友好）的行为之间的实际

相关最高只有0.15，但参与者相信它接近0.80！当上面所提的问题要

求估计百分比，参与者本应该估计在另外一种情境下珍妮比吉尔更诚

实的可能性大约为55%。而他们估计大约为80%。当问题强调了情境因

素，要求参与者在一种很不同的情境下预测行为这一点是很清楚的，

参与者仍然高估了从一种情境到另一种情境下的行为一致性。这些数

据表明，我们认为与特质有关的行为比实际情况更一致。

当要求从简短的面试来预测工作表现时，人们会犯同样的错误。

在一个运用类似问题形式进行的研究中，告诉参与者一个精神病专家

已对维和部队的申请者进行了面试，要求他们估计这种面试能在多大

程度上预测申请者在维和部队中作为团体组织者的表现（Kunda &

Nisbett，1986），然后把他们的估计与早期对维和部队的志愿者研究

中获得的实际相关进行比较（Stein，1986）。如图9.3中间的柱形图

所示，参与者认为精神病专家的简短面试能够相当准确地预测申请者

在国外作为新角色的表现；他们估计面试与行为之间的相关接近

0.60。而事实上这个相关是几乎可忽略不计的0.07。我们实质上高估

了通过面试预测工作表现的程度。



图9.3　两种与特质相关的行为之间、和平组织志愿者的面试和实际表现之间、两种

能力相关的行为之间实际的与估计的相关系数。

资料来源：Kunda & Nisbett, 1986.

你可能认为，参与者可能只是不能理解要求他们回答的问题；他

们的百分比估计没有反映他们的真实想法。然而，有理由去相信情况

不是如此。在人们可以准确预测的情况下，参与者的估计表现得相当

准确。图9.3最右边的柱形图描述了与能力有关的行为（如在篮球比赛

和拼写比赛中的表现）一致性的实际相关和估计相关（Kunda &

Nisbett，1986）。预期参与者对能力的预测比对特质的预测更准确，

因为能力的相关更容易觉察到；把与能力有关的行为分成几个有意义

的单元（一次比赛，一次测验）是容易的，决定在每个单元得到的分

数也是容易的（点数，分数）。觉察人格特质领域的相关更难，因为

与特质有关的行为是很难编码的。很难确定在一个特定的行为中表现

出来的友好的精确程度（参见第4章）。确实，就如图9.3所示，参与



者对与能力一致性的预测比对特质一致性的预测要准确。对于特质，

我们根本没认识到从一种情境到另一种情境行为的一致性如此之低。

自发特质推论　一位图书管理员帮一位老太太提东西过马路，一

位接待员排队时插在一位老人的前面，一名管道工往他妻子的包里多

放了50美元。尽管没有要求你对这些人的性格作任何推论，但可能的

情况是，你会推断那名图书管理员是乐于助人的，那名接待员是粗鲁

的，那名管道工是慷慨大方的。可能因为没有意识到行为受情境影响

的程度，我们倾向于自发地从行为推论特质。这些特质的推论是自动

化的，它们完成时不需要人们花费很大的精力，是没有目的的。我们

已经描述过的研究表明，特质推论所需要的精力如此之少，以至于人

们全神贯注于其他任务时也能完成（Gilbert， 1989；Trop &

Alfier，1997；参见第7章）。其他的研究也表明，当人们遇到与特质

有关的行为时，倾向于自发地作出特质推论，甚至在他们在没有任何

明确目的这么做时情况也是如此（见Uleman，Nemman，& Moskowitz，

1996）。

如果看见某个人帮助老太太提东西过马路，我们会自发地认为他

乐于助人是真实的，这种推论出来的特质“乐于助人”会变成我们对

这个事件的存储记忆的一部分。与某种记忆一起存储的信息以后能够

帮助我们回想起这种记忆；如果两条信息在记忆中一起被编码，那

么，当我们以后想到其中一个时，就会想起另一个（Tulving &

Thompson，1973）。因此，如果乐于助人是从帮人提东西的行为中推

论出来并与它一起存储的，那么，以后要求你回忆在这一段中描述的

行为，如果给你单词“乐于助人”作为线索，你会做得更好。换句话

说，如果线索“乐于助人”提示你回想起这个行为作用，我们可以假

定，只要你听到“乐于助人”，就能从帮人拿东西推论出“乐于助

人”的行为，并把这个推论的特质与行为一起储存。Laraine Winter



和James Uleman （1984）运用这个逻辑证明了特质能够从相关的行为

自发地推论出来。

给参与者一系列本节开始时所给的那个类似的句子，每个句子都

描述了一种隐含不同人格特质的行为，要求他们为了后面的记忆测验

而学习它们。在完成一个分散注意力的任务之后，要求他们尽可能多

地回忆这些句子。在要求他们写下反应的回忆表上包含了不同的线

索。对于每个句子，一些参与者所给的线索是行为隐含的特质。例

如，“图书管理员帮老太太提东西过马路”这个句子所给的线索是

“乐于助人”。而另外一些参与者所给的是与行为者语义有关的单

词，在这种情况下，对图书管理员提供的单词是“书”。还有一些参

与者没有给予任何线索。这个设计是经过仔细平衡的，这样每个参与

者看到的句子是由特质线索、语义线索或无线索的混合，每个句子在

一个组中以特质为线索，在另一个组中以语义相关物为线索，还有一

组没有任何线索。

毫不奇怪，语义线索能够改善回忆。例如，那些给予“书”作为

线索的人比那些没有任何线索的人能更好地回忆起图书管理员和她的

行为，那些给予“管子”作为线索的人能更好记起管道工和他的行

为。更有趣的是，特质线索也是完全有效的。例如，“乐于助人”帮

助人们记起那个人帮老太太提东西过马路的句子，“慷慨的”帮助人

们记起那个人把钱放进了他妻子的包里的句子。随后的几个研究也得

到基本相同的结果：特质线索能够改善对隐含这些特质的句子的记

忆，它们改善记忆的效果与句子中单词的语义联想词的效果相同甚至

更好。尽管总的来说，语义线索比特质线索与句子中的单词有更强的

联系（综述参见Uleman et al.，1996）。特质作为相关行为记忆的有

效线索表明，这些特质是与行为一起贮存的。因为特质在句子中从来

就没有明确提到过，这些结果表明，特质一直是自发地从行为中推论



出来的。当听到“帮老太太提东西过马路”时，单词“乐于助人”就

会自动地出现在心里。

有理由认为，这些研究中的特质推论是自发产生的，因为即使参

与者没有任何印象形成的明确目的，也会作出这些推论。确实，特质

线索改善了描述特质相关行为的句子的记忆，即使参与者被引导相信

这些句子只是分心的刺激物，目的在于分散他们的注意力，情况也是

如此（Winter，Uleman，& Cunniff，1985）。当询问参与者时，他们

没有意识到自己作出任何特质推论，并怀疑特质线索能改善记忆。因

此，即使我们没有任何意图这么做，没有认识到自己正在做这些推

论，我们也会自发地从行为中推论特质。

在这种研究中，当参与者初次遇到某种行为时，没有推论某个特

质也是可能的。特质和行为之间可能是在后来看到特质线索提取时建

立联系的。这种解释破坏了这个结论：当一个人看到他们时，特质是

自发地从行为推论出来的。不过，运用其他方法进行研究得到的更清

楚的证据表明，特质是在相关行为被观察时自发推论出来的。这些研

究建立在这样的假设基础之上：如果特质是自发地从行为推论出来

的，那么随后接触一个相关的行为时会变得更具通达性。例如，在阅

读隐含特质行为的句子“在跳舞时踩了舞伴的脚”时，人们更快地认

出作为特质的那个单词[在这里是“笨拙的”（clumsy）]，当要求完

成单词填空时（比如CL_ _ _ _），更可能用那个特质来完成。特质有

关的行为让人们想起其隐含的特质。

人们自发地从行为推论特质的结论也得到一系列不同研究的支持

（ Carlston & Skowronsk ， 1994；Carlston ， Skowronski ， &

Sparks，1995）。这些研究是建立在这样的假设基础上：如果你初次

看到某个人的行为，就自发地从行为推论其特质，这将使你在以后的

场合更容易联想到与这个特质有关的人，因为你已经形成了这种联



想。在一个研究中，参与者看不同面孔的照片，每个照片都伴随着对

相片中那个人所做的一些陈述，在这些陈述中隐含着某个特质

（Carlston & Skowronski，1994）。例如，“我不喜欢动物。今天我

去台球房时，看见一只小狗。它挡了我的道，因此我把小狗踢开

了。”就像你最可能对你自己作出的推论一样，它隐含着特质“残忍

的”。在看这些照片之前，给参与者不同的指导语，明确地要求一些

参与者想一个描述每个人人格的特质。对另一些人的指导语更模糊，

要求他们对每个人的人格形成一种印象。还有一些参与者只是被要求

熟悉这些材料。后面的参与者作出任何的特质推论都会被认为是自发

的，因为没有要求他们推论特质。

为了确定参与者是否从照片中个体的行为推论特质，在短暂的间

隔之后，要求他们完成一项学习任务：给他们呈现一系列人的面孔的

照片，每张照片都与一个特质词配对，要求记住与每张照片配对的特

质词。在这些试验中有12次呈现给参与者的是新的学习信息。在这些

控制的试验中，面孔和特质两者都是新的和不熟悉的。相应地，在另

外12次试验中，每个面孔都与一个特质词配对，这个特质是前面的任

务中相同面孔伴随的陈述所隐含的特质。如果参与者在他们第一次遇

到这个陈述时已经推论了这个特质，那么，这次的学习任务对他们的

要求只不过是“重学”已经形成的联系，是一个相对容易的学习任

务。为了确定参与者对面孔特质联想学习得如何，随后向参与者呈现

每张相片，要求他们回忆与之配对的特质词。

正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那些最初被要求从行为陈述中推论特质

的参与者与那些控制试验中的参与者相比，能够在重学的试验中回忆

出更多的特质，就像图9.4最左边的柱形图所显示的那样。这些参与者

知道把重学试验中每个个体与恰当的特质词联系起来，因为他们以前

已经从个体的行为推论过这个特质。更有趣的是，这一结论对于那些

只是要求对某个人形成一般印象或只是要求他们熟悉材料的参与者来



说也是成立的，从图9.4中间和最右边的柱形图就可以看出。而且，这

些没有要求推论特质的参与者在重学试验中的回忆改善程度，与那些

明确要求推论特质的参与者获得的改善相差无几。最大的可能是，明

确要求推论出特质没有带来任何额外的好处，因为在其他条件下参与

者也推论出这个特质。由于并没有要求他们这么做，他们必然只是自

发地推论出这些特质。当某人告诉我们，他踢了一只小狗时，我们并

不只是在被要求时才会去推论他是“残忍的”，而是这种推论自发地

出现在心里。

图9.4　不同参与者（要求描述每个人的人格特质、要求形成人格印象、只要求熟悉

材料）在重学试验和控制试验中回忆特质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Carlson & Skowronski (1994, 图1, p.845). Copyright 1994)

by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我们能容易地、快速地通过行为作出特质推论，这意味着，当我

们遇到一个人打另一个人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有侵犯性的人，

当我们碰巧遇见一个人正在安抚一个儿童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

有教养的人，当我们看到一个人满脸通红、说话结结巴巴时，我们



“看到”的是一个焦虑的人。即使没有任何目的去形成对这些人的印

象或理解他们的行为，我们仍会自发地超越所观察到的行为，作出有

关他们基本性格的推论。

不过，在这个结论得到完全认可之前，必须注意到自发特质推论

研究的一个重要局限性。在所有这种研究中，参与者是阅读关于行为

的言语描述，而不是观察行动中的实际个体。当一个人遇到这种言语

描述时，与他们观察到实际的行为相比，行为的特质意义会更明显和

更不容忽视。有证据表明，真实行为确实会产生特质推论，这种推论

更自动化，需要很少的精力（Gilbert，1989）。利用证据补充这个研

究是很好的：从真实行为进行的特质推论也可能是自动化的，它们的

完成几乎不需要目的和意识，就像从言语描述中进行的特质推论一

样。

总之，我们没有意识到人们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受他们生活的情

境决定，我们没有意识到特质有关的行为从一种情境到另一个情境时

是不一致的，它们可以在不同的情境力量的影响下出现。当我们观察

或听到另一个人的行为时，通常没有意识到这个行为在多大程度上由

环境决定的。反而，我们倾向于认为，这个行为是由个人持久的基本

特质驱动的。而且我们根据特质术语观察行为的倾向是如此根深蒂

固，以至于我们通常会自动化地从行为很快得出特质的结论，无需任

何目的、意识或精力。（注意：这些推论的倾向可能仅限于西方文

化；参见第11章对文化差异的讨论）。

我们怎么会错成这样？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在各种情境接触

到有关自己和他人行为的大量信息。在学校、工作和活动中观察我们

的朋友，我们看到他们与不同的人相互作用。我们与他们在一起时，

有愉快的时候，也有不愉快的时候。我们应该有行为跨情境低一致性



的大量证据。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理解这些证据呢？为什么我们没

有意识到人的行为从一个情境到另一个情境变化的程度呢？

许多因素对我们不能成功意识到行为跨情境低一致性方面起了作

用。首先，对事件的熟悉并不能保证准确的共变觉察（见第4章）。就

像前面所指出的，对于与特质有关的行为的共变觉察可能是特别成问

题的，因为对这些行为进行编码存在极大的困难（Kunda & Nisbett，

1986）。如果我们不能把行为分成不同的单元，给每个单元打分，就

不可能追踪从一种情境到另一种情境的分数的变化。在缺少准确共变

觉察的情况下，大量的认知偏差会导致我们夸大行为的跨情境一致

性。

可能是因为西方文化太强调特质，我们一开始就对行为是一致的

存在强有力的预期。如果从你昨天的行为已经推论你是友好的，就会

预期你今天也会是友好的。通过种种期望的透镜，你今天的行为看起

来可能是特别友好的。我的期望会因此导致我观察到的行为比真实的

情况更一致。大量证据表明，期望会歪曲对行为的解释（见第2章；

Olson et al.，1996）。例如，由于某人的期望，相同的模棱两可的

侵犯行为看起来会是高度或中度侵犯性的，相同的测验表现会被看做

反 映 了 能 力 强 或 能 力 一 般 （ Darley & Gross Sagar ， 1983；

Schfield，1980）。通过把行为看得与期望过于一致，我们会把一致

性强加给一个不一致的世界。

虽然我们最初可以实事求是地看待一个人的行为，但在后来的日

子里，我们回忆这个人的行为时会更多地与对这个人的当前印象一

致，而不是它的真实情况。我认为你是一个友好的人，我记起的第一

次相遇时你对我的行为，会比你那时对我的实际行为更为友好（见第5

章；Ross，1989）。通过这种方式重构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



看到的他人的行为会比通过对这些行为持续评估所得到的结论显得更

加一致。

我们可能也没有意识到，尽管我们观察熟人的情境是很不一样

的，但它们都有一个重要的共同元素——我们在场（Swann，1984）。

我们没有意识到，当我们不在周围时，人们的行为可能是完全不同

的。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我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某种程度上迫使

他人实现我们对他们的期望。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我们对他人的期

望是能够自我实现的（Jussim，1986；参见第8章）。老师期望儿童在

学校有好的表现能够改善儿童的表现（Madon，Jussim，& Eccles，

1997；Rosenthal & Jacobson，1968）。我们的期望会影响他人如何

对待我们，如果我预期你会与我竞争，我就会表现出竞争的行为，这

将迫使你用同样的方式作出反应。事实上，那些相信其他人都是竞争

性的人会倾向于对他人采取竞争的行为，而不是采取合作的行为

（Kelly & Stahelsk，1970）。因此，我们会引起其他人以一种相对

一致的行为方式对待我们，而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在场时，相比我们

在场的情境，他们的行为会更加一致。

总之，我们夸大了行为的跨情境一致性，因为我们看到的和记起

的行为比实际情况更为一致。我们也没有认识到，即使我们在某个人

身上看到一系列的一致行为，这些行为也不能代表这个人的所有行

为；当我们不在场的时候，这个人的表现可能完全不同。因此，我们

可能参与了将他人行为片段过度一致化，然后又进一步夸大了观察和

回忆的一致性。

重新定义特质



我们把特质看做是概括的和稳定的这一倾向，会在不同的情境中

以相同的程度表现出来，这样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不过，这并不意

味着在个体之间不存在持久和系统的差异。我与我哥哥是很不同的

人，或我的孩子们有可以预测的不同行为模式，我们的这些直觉不一

定错。这类直觉可能建立在个体之间有意义的、稳定的差异的基础

上，而不是建立在对特质的传统理解所隐含的那种差异基础上的。考

虑一下图9.5中描述的两个人。卡萝尔在一对一的情境中是极端外向

的，在小群体中她还会表现得适度外向，但在大群体中她就完全不是

外向的。如果你单独与她约会，她看上去轻松自在和直爽，但当你在

一大群人的情境中遇到她，她会一言不发，看上去很害羞而笨拙。而

琳达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她在大群体中是一个很外向的人，但在一

对一的情境却完全不是外向的。当在一大群听众面前演讲时，她看上

去镇静和轻松自在；但当她一个人，你接近她时，她会显得退缩而冷

淡。

琳达和卡萝尔在这三种不同情境中的外向性是很不一致的。不

过，如果你把她们在这些情境的行为进行平均，你会发现她们同样是

外向的。不过，像传统特质理论家那样，以这种方式对各种情境的行

为进行平均，你可能会失去很多定义这些个体独特性方面很重要的信

息。尽管这些女性的行为在不同的情境是不一致的，但在这些情境中

行为的独特模式是很一致的。卡萝尔总是在小群体中比在大群体中更

外向，琳达总是在大群体中比在一对一的情况下更自如。你会回忆起

在每种情境中行为的暂时稳定性还是很高的。因而在每种情境中描绘

的行为模式应该也是相当一致的。Mischel和Shoda（1995）认为，从

一种情境到另一种情境行为变化的这些稳定模式表现出了人格方面的

持久差异，它构成了我们的直觉基础，即人们彼此之间存在可预测的

差异。



图9.5　两个假设的个体在不同情境中的外向性程度的行为-情境模式。高分数表明

更外向。

人们在不同情境中真的有行为的稳定模式吗？为了回答这个问

题，Shoda及其同事对参加为期6周的夏令营的53个有情感困扰的儿童

的行为进行了研究（Shoda，Mischel，& Wright，1994）。他们确定

了5种有心理意义的情境：“同伴取笑、挑衅或威胁”、“成人警告儿

童”、“成人给儿童外出的时间”、“同伴倡导积极的社会接触”和

“成人口头表扬那个儿童”。在夏令营活动的每个小时，观察者对每

个儿童是否遇到这些情境进行编码，假如有的话，从行为的几个维度

对儿童的反应进行编码——儿童表现出口头或身体的侵犯、牢骚、顺

从或以一种亲社会的方式作出反应了吗？通过这些广泛的观察，可以

为每个儿童创建一个模式图，描述儿童在每种情境中这个行为的表现

程度。研究者随机把每个儿童的行为分成两个系列，为每个系列创建



一个行为-情境模式图。图9.6显示了从两个不同的儿童获得的言语侵

犯的模式图。

图9.6　两个儿童的情境-行为的例子。每个图描述了在5个不同情境中两套独立场景

下的言语侵犯性。在这些场景中，儿童遇到两类情境：时间1（实线）和时间2（虚

线）。数据以每种情境下的侵犯水平相对应的标准分数（Z）来显示。



资料来源：Shoda et al. (1994, 图1, p.678). Copyright 1994) by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这两个儿童有很不同的模式图。28号儿童的表现是，当一个同伴

主动接近他时，最具有侵犯性；9号儿童在同样情境下却最没有侵犯

性，但在成人警告的情境中最具有侵犯性。每个儿童的模式图是很稳

定的。研究者计算了每个儿童在每个维度下行为模式的稳定性（例

如，从每个儿童在两个系列的观察中获得的模式图之间的相关），对

每种维度获得的相关系数进行平均。获得的平均稳定性相关系数是非

常显著的，范围从“友好交谈”的0.19 到“口头侵犯”的0.47。通

常，儿童的行为-情境模式的稳定性介于中度和高度之间。尽管个人行

为从一种情境到另一种情境的一致性是很低的，但在不同情境中的模

式却很一致。

不是每个人都会表现出一致性的模式图。鉴于在这个研究中一些

儿童有极端稳定的模式图，而其他一些儿童从一个观察系列到另一个

观察系列却表现出很少的稳定性。Mischel和Shoda认为，在模式图稳

定性方面的这些变化，可以作为人们对于自己行为稳定性变化的直觉

基础。一些人认为自己在一些特质如友好的或整洁的行为方面是很一

致的，而其他一些人却认为自己是很不一致的。Bem和Allen（1974）

认为，那些认为自己更一致的人实际上会表现出更大的跨情境一致

性，但随后的研究表明并非如此。前面描述的检验大学生在许多情境

下的责任感的研究，也检验了那些在这个维度上认为自己更一致的人

事实上是否的确比其他人更一致（Mischel & Peake，1982）。答案是

否定的。那些认为自己高度一致的学生与那些认为自己不一致的学生

在跨情境一致性方面同样低，就如你在表9.3所看到的。

表9.3　认为自己责任相关行为一致性高和低的学生的人-情境模式的跨情境一致

性和稳定性



资料来源：Mischel & Shoda (1995, 图3, p.251). Copyright 1995) by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不过，当Mischel和Shoda（1995）计算了这些学生行为-情境模式

图的稳定性后，他们发现那些认为自己行为一致的学生们确实比那些

认为自己不一致的学生们有更一致的模式图。那么，显然一致性直觉

不是幻觉。它们似乎是建立在我们的行为从一个情境到另一个情境可

预测的变化程度基础上的。那些在各种情境变化中有稳定模式的个体

认为自己更稳定。

为什么不同的人会有持久不同的行为-情境模式图呢？Mischel和

Shoda对这一点的解释是建立在这样的观点基础上的：个体在他们独特

的知识和经验模式的基础上积极地从情境中构建意义（Cantor &

Kihlstrom，1987；见第10章）。相同的直觉对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意

义。每个人关注情境的不同特征，不同的人对相同特征也会有不同的

联想和情感反应（见第2章）。对一个儿童来说，邀请他与其他儿童一

起游戏会使其在心理上出现对趣味活动和愉快时光的回忆。这个儿童

会把邀请看做一种友好的行为，会激活交朋友的目标，感到快乐并积

极作出反应。对另一个儿童来说，同样的邀请在心理上引起的是被嘲

弄和被欺负的回忆。这个儿童将会把邀请看做一种恶意的伪装，会激

活自我保护的目的，感到焦虑并作出侵犯性的反应。在另一个不同的

社会情境下，如果有一个儿童看见另一个儿童陶醉在玩游戏中，这将

会在不同人的心中产生完全不同的反应。有人可能感到被忽视，出现

被忽略的记忆，会感到生气和不舒服，从而发动攻击。相反，有人可

能把它看做一种没有威胁的情境，表现出亲社会的行为。



简言之，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相互联系的目标、信念和感受的稳

定网络。不同的情境会引发这些目标、信念和感受的不同完形，因此

引发不同的行为。如果每种情境常常在心理产生相同的思想和情感，

在我们生活中的各种情境中就会有一个稳定的行为模式图。根据行为-

情境的模式图对特质的概念重新定义，能帮助解释为什么我们的行为

从一个与特质有关的情境到另一种情境时会发生变化，以及为什么我

们仍然能很一致地看待自己和他人。

总之，我们的行为在每种情境内确实是很一致的，预期他人也存

在这种一致性是很恰当的。但是，当我们预期这种一致性也能扩展到

其他情境时，就遇到了麻烦。即使在情境特征方面一个微小的变化也

会导致人们行为的改变。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会引起我们对其他

人抱有错误的信念和期望。当我们得出在一种情境中遇到的人会在另

一种情境中如何行事的结论时，我们就有可能在职业及个人生活中犯

下错误而付出代价。

总结

当我们对人群中的各种态度、信念或选择的普遍性进行估计时，

通常会由于自己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而出现偏差。当我们赞成某种选

择时，会比那些作出相反选择的人更加认为这种选择更普遍。这是虚

假共识效应的结果，我们通常会夸大其他人与我们有共同观点和习惯

的程度。

另一方面，有时候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其他人与自己具有共同

的反应。这种人众无知产生于我们（和其他每个人）的公众行为并没

有反映个人的态度，认为其他人与自己的相同行为是由于不同的原因

产生时；尽管我们知道对自己实际上反对的活动表示赞成是由于害怕



受到排斥，但认为其他人对它同样表示赞成是因为真正地赞成它。这

会导致一些实际上很不受欢迎的规范和行为的长期存在。

尽管存在这些偏差，但我们不会对社会现实视而不见。确实，我

们对各种态度、特质和行为在大的社会群体中分布的估计是相当准确

的。如果对这个社会群体熟悉的话，我们会特别准确。

不过，在预测或解释一个人的行为时，我们可能很容易犯错。我

们通常没有认识到，尽管一般来说在一个特定情境的一段时间内人们

的行为是相当一致的，但在其他情境的表现可能完全不同。我们也没

有理解这种与特质有关的行为的低跨情境一致性对预测其他人行为的

意义：尽管当了解某个人在过去类似情境中的一般行为时，我们可以

很好地预测这个人在多个情境中会如何行事，但我们仍然不能确信地

从一种情境预测另一种情境的行为。

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倾向于高估单个行为提供的预测能

力，夸大特质的跨情境一致性。我们犯的基本归因错误将行为过度归

因于特质，而很少归因于情境的原因。我们认为单个行为和短暂的相

遇提供了比实际更大的预测能力，我们自发地从特质有关的行为中很

快得出有关特质的结论，尽管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没有任何目的。我们

通常情况下没有考虑到情境因素，因为我们没有认识到情境塑造行为

的力量。即使确实了解了情境的局限性，如果我们缺乏考虑这些局限

性的心理资源，仍然也会犯基本归因错误。

许多因素导致我们不能成功地意识到行为的低跨情境一致性。对

社会行为之间共变的准确觉察特别困难，因为把这些行为统一起来并

加以评分是困难的。在缺乏准确共变觉察的情况下，大量的认知偏差

会导致我们夸大行为的跨情境一致性：我们的期望使我们认为自己的

行为与先前的行为之间比实际情况更为一致。相对于实际情况而言，

记忆重组中的偏差导致我们在回忆时对过去行为的最初印象与目前的



行为更加一致。我们也没有认识到我们自己的在场总是限定个体以某

种方式行事，当我们不在场时他们的行为可能会很不相同。简言之，

我们接触了其他人行为过于一致的片段，然后进一步地夸大了我们的

所见在观察和回忆时的一致性。

第10章　自我

当提到“自我”（self）这个术语时，你的心里可能会涌现出许

多想法。我的自我是现在的我、曾经是孩子的我、将要成为老人的

我。我的自我是我父母的孩子、我的孩子的父母、我的配偶的伴侣、

我的合作者的同事。我的自我是我的思想、情感、愿望和行动的核

心。自我是我的组成部分，它试图控制自己的思想、情感、行为和环

境，也试图控制他人对自己的印象形成。很显然，自我是个如此宽泛

的概念，以至于它包含了本书中要讨论的大多数主题：它是印象形

成、决策、回忆过去、模拟未来、刻板印象运用、偏见抑制的动机机

制，也是受动机驱动和受情感影响的动力机制（综述见Baumeister，

1998）。在这一章，我将集中探讨一些关于自我的理论和研究，这些

研究检验了现实和理想的自我，以及它们对于思想、情感、行为的意

义，并检验了自我调节方面的内容。

这一章的许多部分关注的是自我的内容和结构以何种方式影响社

会判断和行为。它检验了我们关于自己特质的信念、我们的总体自我

价值感，我们的目标如何与我们思考和感受自己和他人的方式联系起

来，并影响我们对人际策略和社会情境的选择。这一章也讨论了自我

的执行、控制等方面，检验了进行自我调节的结果及其普遍意义。

自我知识的维度



自我图式

我们每个人都有许多自我概念。一个人可能认为他自己是友好

的、聪明的、懒惰的、独立的、有责任心、超重的，等等。Hazel

Markus（1977）指出，对于个人的自我定义来说，一些属性比另外一

些属性更重要。我的智力比独立性对于个人的自我感更重要。而且，

人们在哪些特征是核心以及关于自我定义的看法方面是有差异的。一

些人可能主要用他们的友好来定义自己，而另外一些人，尽管他们也

认为自己是友好的，但可能并不认为友好是他们自我感的核心方面，

而主要根据智力来定义他们自己。迄今为止，这种推论与Bem和Allen

（1974）的想法类似，他们认为与一些人相比，某些特质对另一些人

来说是更加核心和更加重要的（见第9章）。不过，Bem和Allen只对特

质相关行为的一致性的意义感兴趣。Markus通过关注社会信息的表征

和加工的意义把这些观点向前推进了一步。

Markus（1977）提出，那些认为像“友好的”这样的特质是特别

重要的人，也会对他们自己的友好有特别丰富的信念和记忆，这就是

关于友好的自我图式。自我图式（self-schema）是特定领域内有关个

人行为的记忆、信念和概括的集合。例如，友好的自我图式可能包括

对具体事件的记忆（“我在牙医的诊室里与一个陌生人交谈”，“我

邀请新邻居到家里来吃饭”），也包括对一个人在不同环境中典型反

应的一般看法（“当我和朋友在一起时会感到特别开心”，“在聚会

时，我设法让每个人都玩得开心”），和更广泛的自我归类（“我是

友好的” ，“我是个热情的人”）。根据有关知识结构或图式的研

究，我们可以预期自我图式会影响人们如何加工有关自我和他人的信

息（综述见Rumelhart，1984；参见第2章）。

加工有关自我的信息　那些具有丰富的、结构严密的和清晰自我

图式的个体，作为一个独立的人，与那些认为自己是独立的、但在这



方面不具有类似精细自我知识的个体相比，应该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加

工有关他们自己独立性的信息。那些具有独立性自我图式的人与那些

在这个维度缺乏自我图式的人相比，应该能更有效地加工有关自己独

立性方面的信息，能用大量的具体例子支持有关自己独立性的观点，

应该更不愿意接受那些挑战他们独立性的真实证据。

为检验这些观点，Markus（1977）首先确定了三类个体：具有独

立性自我图式的个体，具有依赖性自我图式的个体，以及无自我图式

的个体，也就是在这个领域没有自我图式的个体。如果个体评定自己

为极端独立的或极端依赖的，而且也认为这个维度对于他们的自我描

述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些个体就被认为是具有自我图式的。如果

他们评定自己在这个维度是很少极端的，认为这个维度对自我描述来

说相对是不重要的，那么，这些个体就被认为是无自我图式的。实验

者邀请这些具有独立的、依赖的和没有自我图式的个体到实验室，给

他们多种设计好的任务，评估他们对自我相关信息的加工过程。

第一个任务是检验这三类个体在选择能够自我描述的形容词方

面，以及作出这类判断的速度是否存在差异。特质形容词被投射到屏

幕上，一次一个。当参与者看到每个词时，要求他们按“我”或“不

是我”的按钮来表明这些词能否描述自己。这个系列的形容词包括15

个与独立有关的形容词（例如独立的、个人主义的、不因循守旧

的），15个与依赖有关的形容词（例如依赖的、因循守旧的、行为得

体的）和30个不相关的词。图10.1上方的图形表示每组参与者选择有

多少依赖和独立的形容词更适合描述“我”。三个组在反应方面存在

很清楚的差异：依赖者与独立者相比，更多地对依赖特质词以“我”

作为回答，而独立者则比依赖者更多地对独立特质词以“我”作为回

答。



不过，“我”的反应并不能说明问题的部分。就像预期的那样，

依赖的参与者更多地对依赖的特质词而不是独立的特质词用“我”作

反应。不过，独立的参与者对许多依赖性特质词的反应也像对独立的

特质词一样用“我”作反应。这意味着这些独立的参与者认为依赖性

像独立性一样是自我定义的吗？不一定。对依赖的形容词如“得体

的”用“我”作为回答可能有多种原因。他这么做可能真的是习惯性

地认为自己是“得体的”。另外，还有一些人对“得体的”用“我”

作反应是因为他们喜欢把自己看做是“得体的”，或通过反思得出自

己是个“得体的”人的结论。这些不同的原因会导致不同的反应。那

些习惯性地认为自己是“得体的”人能相对较快地作出“我”的决

策，因为其相关的自我知识是广泛的，并具有高度的可通达性。相

反，那些不经常运用这些术语思考自己的人，和那些必须通过加工以

决定是否自我知识允许用“我”作出反应的人，在作出这种反应时则

会相对较慢。

在图10.1的下图中可以看到，尽管独立的参与者对依赖特质词和

独立特质词用“我”作反应的数量相同，但他们对独立的特质词作出

反应的速度比对依赖的特质词更快。在很大的程度上，这是因为这些

独立的参与者有更多精细的、更易通达的知识指向他们的独立性而不

是依赖性。依赖的参与者表现出一个相反的模式：他们对依赖的特质

词用“我”作出反应时速度会更快。因此，独立图式的参与者和依赖

图式的参与者对那些与自我图式一致的形容词用“我”作出反应的时

间比对那些与自我图式不一致的形容词作出反应的时间更快。只有那

些没有图式的参与者用同等的速度对两类形容词作出反应。



图10.1　上图：依赖图式、独立图式和没有自我图式的参与者用“我”作出反应时

独立形容词和依赖形容词的平均数。下图：三组参与者对独立形容词和依赖形容词

用“我”作出反应时平均反应时间。

资料来源：Markus (1997, 图1, p.68). Copyright  by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有自我图式的人似乎能更有效地加工与图式一致的信息，因为他

们在自己的图式领域有更多精细的自我知识。这个观点得到第二个任

务参与者的表现的支持。在第二个任务中，给参与者一组独立的和依

赖的形容词，要求他们在那些自己认为能进行自我描述的形容词上画

圈。画完圈以后，立即要求他们提供具体的证据去解释为什么他们认

为它是自我描述的，这些具体的证据必须是关于其过去行为的。参与

者几乎毫不费力地提供了这样的证据。例如，在解释为什么他们认为

“顺从的”是自我描述的时候，他们描述了这样的事件，如“我不会

参加任何教师罢工的集会，因为我的朋友不会去”，或者“为了避免

与室友发生激烈的争论，昨晚我看了一部自己无法忍受的电视节目”

或“因为我所有的朋友都在耳朵上打了洞，所以我也打了”。

有趣的是，即使依赖图式的人和独立图式的人在同一个依赖的特

质词上都画了圈，前者比后者能说出更多这类相关行为的例子。而那

些在独立的单词上画圈的两类参与者，则是相反的情况。对于这些人

来说，独立图式的人比依赖图式的人列出了更多他们过去行为的例

子。在两种情况下，没有自我图式的人所列举的例子的数目居于两者

之间。那么，对于具有自我图式的人来说，与图式一致的特征与有关

自己的知识库具有特别丰富的联系。可能正是因为这种丰富的自我知

识，有自我图式的人不愿意接受挑战自我观点的测验结果。例如，当

被告知在测试中发现他们很容易受社会影响时，具有独立图式的人与

没有自我图式的人相比，认为这种反馈更不准确（Markus，1977）。

总之，那些在依赖的或独立的维度上具有自我图式的人能够非常

有效地对他们有关这个维度的立场作出判断，能够用大量的个人事例

来支持这些判断，并且不相信质疑其自我观点的证据。人们在其他维

度的自我图式上，如男子气概和女性气质，在加工有关自我的信息时

也表现出类似的结果（例如，Markus et al.，1982）。所有这些研究

结果表明，在一个特定维度上的自我图式需要精细的知识结构，这种



精细的知识结构对于加工有关他人的信息应该是有意义的，就像下面

所讨论的一样。

加工有关他人的信息　在男子气概这一维度上具有自我图式的

人，可能不仅对自己的男子气概有丰富详尽的知识，而且对男子气概

的本质也有丰富详尽的知识——哪些类型的行为、衣着和讲话的方式

意味着男子气概，哪种情境和人会表现出男子气概，哪些其他特质与

男子气概联系在一起，等等。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种专业知识会影

响他们加工有关他人信息的方式。

在其他的领域，如象棋或物理学中，专家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加工

信息的方式与新手是完全不同的（例如，Chase & Simon，1973）。例

如，对正在进行的象棋比赛，专家只要看一眼棋盘就能看清相互联系

的棋子中有意义的布局，而新手看到的只是无联系的一堆棋子。而

且，象棋专家能够根据任务的要求在各种分析水平之间灵活地转换，

有时关注棋子的大组块，有时只关注更小的子集。相反，新手只会局

限于单一的分析水平上。Markus和她的同事认为，自我图式可能具有

类似的优势。如果男子气概的自我图式需要男子气概方面的专门知

识，那么，在这一维度上有自我图式的个体能看清楚另一个人相关行

为的意义和结构。

为了检验这些观点，Markus、Smith和Moreland（1985）首先确定

了两组男性，一组包括在男子气概维度上具有自我图式的人，也就是

那些评定他们的男子气概特征如“男子气”和“支配性”很强，而且

评定这些词对其自我评价很重要的人。第二组包括那些在男子气概方

面没有自我图式的人，也就是那些认为他们自己在这些特征方面表现

一般，认为它们相对来说是不重要的人。这些具有自我图式和没有自

我图式的人后来被要求参与一个看似并不相关的研究，让他们观看一

位男学生在宿舍里的影片。在影片的第一部分，这个学生进行了一系



列与图式无关的行为，如放磁带、吃苹果。在第二部分，他表现出几

个刻板印象中的男子气概行为，如举重、观看棒球比赛。在参与者在

观看影片的过程中，要求他们无论何时只要看到那些对他们有意义的

行为单元就按下按钮。指导语解释说，相同的行为能以不同的方式形

成一个整体，它们同样都是正确的。例如，如果一个人在房间里走了

十步从房间这边到那边，喝了一杯水，这可以被看做一个有意义的动

作（去拿水喝），也可以被看做两个有意义的动作（穿过房间、喝

水）或被看做三个有意义的动作（走十步、拿起杯子、喝水）。具有

自我图式的人和没有自我图式的人在把影片中描述男子气概的行为统

一起来时是否有差异呢？

如果有男子气概自我图式的人与没有这种图式的人相比，能够从

男子气概行为中看出更多的连贯意义，那么，具有男子气概自我图式

的人应该能将男子气概行为分成更大的单元。事实确实如此。当正在

观察的男子气概的行为必须被归于他们对这些行为的专门理解时，有

图式的人倾向于观察到更大的单元。当观察的行为与男子气概是不相

关的，他们对此没有专门的知识，他们的单元大小与那些没有图式的

人相比没有任何差异。可能是因为具有图式的人更能看清观察对象的

男子气概行为与男子气概之间的相关性，有男子气概图式的人比没有

图式的人会认为他更具有男子气概（尽管只有一个目标人物，但具有

自我图式的人会认为那些行事中立的个体更具有男子气概也是可能

的）。随后的研究表明，有自我图式的人也具有在其他领域的专家身

上所表现出的灵活性：当要求他们这么做时，他们比那些没有这类图

式的人能更好地从大的单元转换到小的单元（Markus et al.，

1985）。所有这些数据都表明，在某个领域有自我图式的个体可以被

看做这个领域的专家；与其他领域的专家一样，他们能够把领域相关

的信息组块为特别大的单元，也能够很容易地从一种分析水平向另一

种分析水平转换。



总之，有关自我图式的研究表明，当个体认为自己在某个特质方

面是极端的，并且认为它对于自我定义来说是核心的，就可能拥有了

一个详尽的、易通达的自我图式，它包含了与特质有关的行为的具体

知识，影响其加工有关自己信息的方式。另外，我们拥有关于这个特

质更普遍的专门知识，利用它理解其他人的行为（Kihlstrom et

al.，1988）。不过，还不清楚自我图式领域的专门知识是来源于自我

的知识，还是先于自我的知识存在的。人们首先在特定领域形成一个

详尽的自我图式，然后，作为他们在这个领域个人兴趣的副产品，也

就形成了有关它的更普遍的知识，情况是这样吗？或者情况是，人们

首先在一个领域形成了专门的知识，可能是由于他们的父母和老师对

这些知识的强调，一旦他们成为这方面的专家，就会将这些专门知识

运用到他们自己身上吗？

迄今为止，没有任何数据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自我图式和领域专

门知识之间的因果关系仍然不清楚。此外，人们可能具有一个领域详

尽而易通达的专门知识，但在这个领域缺乏自我图式。确实，在一个

研究中，不是通过评定参与者的自我图式，而是通过检验某些特质在

参与者对他人进行描述中出现的频率，来确定一些具有长期易通达的

人格特质知识，如友善、害羞等（Bargh et al.，1986）。这些长期

通达的特质会影响对观察对象的印象形成，与那些具有自我图式的人

所预期的相同：害羞知识易通达的那些参与者在观察一个不确定是否

害羞的人时，会认为她特别害羞，那些友善知识长期通达的参与者在

观察一个不确定是否友善的人时，会认为她特别友善。那些害羞或友

善知识长期通达的人是否具有这个维度精细的自我图式现在还不清

楚，因为在这个研究中自我图式没有被评定。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当

一个特质是长期易通达的，因为它与个人的自我图式有关或其他原

因，它会强有力地影响个人对他人的印象形成。



工作自我概念

自我图式的概念意味着一个稳定的、不变的自我。在一种情境下

被确定为有图式或没有图式的个体，几周以后在另一个情境下观察他

们的行为时，可以预测到其表现会是什么样的。当人们从一种情境到

另一种情境时，他们好像带着有关他们的自我知识，持久的自我图式

影响他们在多种情境下对自我信息的加工以及他们对他人印象的形

成。不过，这种稳定和持久自我观的看法由于几个研究结果而受到质

疑。这些研究结果表明，自我从一个情境到另一个情境是变化的。例

如，很容易改变人们对自己害羞或外向的看法：如果要求他们提供自

己过去外向行为的例子，或要求他们回答一个片面的问题 “你是外向

的吗？”，或者引导他们相信外向的人是特别容易成功的，那么，人

们更可能把自己看成是外向的（Fazio et al.，1981；见第3章；

Kunda et al.，1993；见第4章；Sanitioso et al.，1990；见第6

章）。很清楚，我们认为自己在一些场合比另外一些场合更加外向。

我们从一个场合到另一个场合的变化不仅表现在我们认为自己在

如外向、武断或男子气概这些特质方面的极端程度如何，也表现在当

初进行自我描述时这些特质出现的可能程度如何。在考虑我们是谁的

问题时，我们特别可能关注在目前环境中能把我们自己与其他人区别

开来的那些维度。在一个周围都是男性的工作场合，唯一的女性特别

可能认为她自己是个女人，非裔美国人特别可能根据他们的种族来定

义自己。事实上，当要求学校的儿童“告诉我们你是谁”时，他们特

别可能提到这样一些特征，如年龄、性别或种族，如果他们在这些特

征方面与他们的大多数同学存在差异的话（McGuire，Padawer，&

Singer，1976）。不同的特征能在不同的场合描绘我们的自我概念，

这取决于我们周围人的特征如何。



自我概念的极端性和显著性的这种转变隐含了易变性，而自我图

式对于信息加工的持续影响则隐含了稳定性，我们能够调和这两者之

间的矛盾吗？一种回答是，我们只在那些没有任何图式的维度上是易

变的；详尽的自我图式随着时间的变化仍然保持一致性，而其他的、

没有图式的自我会随着环境而变化。这种解释得到一些证据的支持。

这些证据表明有自我图式的人与没有自我图式的人相比，其自我报告

在时间上确实更具一致性（Markus，1977）。尽管如此，这一解释并

没有完全解开这个疑惑，因为即使那些开始就具有极端自我观而被认

为是具有图式的人，也被证实存在这种自我概念的改变。（Sanitioso

et al.，1990；见第6章）。

如果考虑到自我知识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这种转变是可以解释

的。自我不是一个单一的结构。也就是说，它的范畴包括各种各样

的、有关个人行为和特性的相互矛盾的记忆和信念（Greenwald &

Pratkanis，1984）。一个人可能记得自己在一些场合是以一种友好

的、外向的方式行事，也记得自己在另外一些场合是害羞的、笨拙

的 。 在 任 何 特 定 时 刻 的 自 我 —— 工 作 自 我 概 念 （ working

selfconcept）——只是这些不同自我观念的一个组成部分（Markus &

Kunda，1986）。由于情境的各种特征彰显自我的不同方面，工作自我

概念的内容从一个场合到另一个场合是变化的。那么，自我的稳定性

反映了一个人稳定的自我知识，而自我的可变性则是由于自我知识的

不同元素在不同场合下被激活造成的。

这种分析表明，工作自我概念的可变性依赖于个人稳定自我知识

的多样性。为了能够在外向的和害羞的自我观念中进行变换，个人必

须能够提取外向的记忆与害羞的记忆。如果一个人只有外向的记忆，

他就不能不顾情境的要求把自己看做害羞的人。一些证据表明情况确

实如此。你可能还记得，人们会改变他们的自我观念以对单方面的问

题作出反应：那些被问到“你是外向的人吗？”与那些被问到“你是



内向的人吗？”的人相比，更容易评定自己是外向的（Kunda et

al.，1993；见第4章）。结果显示，那些描述他们自己在外向性或内

向性上相对不变的人没有这种改变。不管他们被问到的问题的方向性

如何，这些个体评定他们自己是同样外向的。只有自我知识的可变性

足以支持其中的任何一种自我观念时，我们才能在不同的场合拥有相

冲突的自我观念。

即使自我观念确实会发生转变，一个人自我知识的内容和凸显性

也会限制其转变尺度。一个极端外向的人会认为自我在一些场合会稍

微偏外向，在另一些场合稍微不那么外向，但不会认为自我是极端内

向的。对于这样的个体，少量可利用的害羞的自我观念在不同的场合

或多或少地会凸显出来，但这些始终只是工作自我概念内容中的一小

部分。事实上，当极端外向的人想把他们自己看做内向的人时，他们

的自我观念确实会向期望的方向发生转变。但他们仍会保持自己的本

色，仍然把自己看做高度外向的人，与那些极端内向而想把自己看做

外向的人相比，他们相对来说更外向（Sanitioso et al.，1990；见

第6章，图6.1）。

总之，我们的工作自我概念来源于稳定的自我知识。因此，我们

自我观念的可变性、极端性和凸显性会决定和限制我们暂时的工作自

我概念的可变性。注意，这种分析很类似于对为什么与特质有关的行

为从一个场合到另一个场合是变化的（Mischel & Shoda，1995；见第

9章）。两种解释都具有同样的假设：人们拥有稳定的知识和联系网

络，在不同的场合，这些知识的不同部分会选择性地出现在头脑中。

自我概念、信念和情感反应的不同完形会在不同的情境被激活，从而

产生不同的、通常不一致的自我概念和行为。

自尊



我们的自我图式包括我们在特定领域如独立、外向或男子气概上

是如何看待自己的。除了这些自我知识的具体领域之外，我们对自己

总的价值或品质也有一种整体的感受。自尊（self-esteem）这个术语

通常被用来指这种总体自我评价的积极方面。高自尊的个体自视甚

高，认为自己有许多值得骄傲的方面，对自己的特征和表现总体感到

满意。他们倾向于赞成这样的自我描述，例如“我感觉我是一个有价

值的人，至少与其他人价值差不多”、“我觉得我有许多好的品质”

以及“总体来说，我对我自己感到满意”（Rosenberg，1965）。相

反，低自尊的人把自己看成是失败者，经常感到自己无用、自卑，总

体上对自己感到不满意。他们倾向于赞成这样的自我描述，例如“总

的来说，我倾向于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我期望我能更加尊重我

自己”，以及“有时我觉得自己一无是处”（Rosenberg，1965）。在

西方主流文化中，自尊被视为有效发挥作用的关键，大多数父母和老

师都努力保护和提高孩子的自尊。心理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对自尊感兴

趣，他们进行了几千项的研究来探索它的意义（Baumeister，1998；

Blaine & Crocker，1993；自尊重要性的跨文化差异，见第11章）。

从社会认知的角度来看，自尊被看做一个稳定的结构，对自我知

识的表征、对人们加工自我相关信息时所采用的认知策略以及他们对

这些信息的反应都具有广泛的意义。

自尊和自我知识的表征　那些高自尊的人倾向于对他们是谁和是

什么有更清楚的看法（Baumeister，1998；Campbell & Lavallee，

1993）。在对此加以证明的一个研究中，Jennifer Campbell确定了高

自尊和低自尊的两组被试，要求他们在沉默的/坦率的、竞争的/合作

的这些维度上评价他们自己，同时表明自己对每个自我评价的自信程

度（Campbell，1990）。尽管两组参与者在自我评价的平均分数上不

存在差异，但低自尊的个体在评价他们自己时很少极端化，对于他们

自己的自我评价也不自信。由Ann Baumgardner（1990）进行的一系列



研究也发现，低自尊的个体与高自尊的个体相比，更少有清晰的自我

概念：低自尊的个体在报告他们对自己的人格评定时更不自信，作出

自我评定时所花费的时间更长。不过，这种清晰性的缺乏只限于自

我。当要求他们评定一个朋友时，低自尊个体像高自尊个体一样是自

信的，评定速度也同样快。因此，并非低自尊的人是优柔寡断的，普

遍不愿意表达极端的和自信的观点。他们只是在报告自己的特性时才

不愿意这么做，这表明他们在自我知识方面特别缺乏清晰性。

其他的研究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低自尊的个体与高自尊的个

体相比，在自我知识方面也具有更少的内在一致性和稳定性

（Campbell，1990）。值得注意的是，低自尊个体的自我知识所具有

的特征——低确定性、低稳定性、低通达性和低一致性——恰好是在

那些缺乏清楚、严密的自我图式的个体身上所发现的特征（Markus，

1977）。因此，低自尊的个体被认为在自我知识方面相对来说是没有

图式的。高自尊的个体倾向于拥有清楚、自信和稳定的自我知识，而

低自尊的个体却倾向于对他们自己的身份表现出不确定性和混乱。这

种身份混乱使低自尊的人看上去更容易受外部事件的控制——他们在

对生活中经历的正面和负面的事件作出反应时，在心情和行为方面都

表现出更大的波动性（Baumeister，1996）。自尊和自我服务的策

略　尽管高自尊和低自尊的个体在加工社会信息方面差异的相关文献

是庞杂的，但两类个体之间也确实存在一些系统的差异。通常，高自

尊的人更可能对社会信息表现出积极的和自我提升的倾向：高自尊的

人更愿意对自己的成功而不是失败负责，更喜欢回忆那些让他们看起

来高人一等的信息（Blaine & Crocker，1993）。总的来说，尽管高

自尊和低自尊的个体都努力从最好的角度看待他们自己，但在这么做

时会利用不同的策略：高自尊的个体努力让那些使他们看起来优越的

自我提升的机会最大化，而低自尊个体试图避开那些使他们看起来不

如别人的危险情境（综述见Baumeister，1998；有关这两种策略的具

体讨论，见后面的自我指导部分和Higgins，1998）。高自尊的个体也



特别喜欢采取自我提升的策略直接提升他们的个人价值，而低自尊个

体则更喜欢间接的自我提升途径，通过提升个人所属的社会群体来提

升自我，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担心没有能力守护他们个人成就中的积极

特征（Brown，Collins，& Schmidt，1988）。

高自尊和低自尊的个体在失败时会运用不同的认知策略使自己得

到宽慰。任何失败都会对个人的总体自我价值构成威胁，但个人可以

通过回想他自己的许多积极特征来分散这种威胁。高自尊个体通过关

注个人的优点来应付失败，在面临失败时这些优点在他们的头脑中具

有特别高的可通达性，而低自尊的个体却没有表现出任何这种倾向性

（Dodgson & Wood，1998）。这可能是为什么失败会对高自尊和低自

尊个体的自我观产生相反的作用。高自尊个体在成就测验中失败时比

成功时会更积极地看待自己的人际能力，而低自尊个体则正好相反

（Brown & Smart，1991）。因为低自尊的个体在失败后无力提高和恢

复自我的价值，低自尊个体更容易被失败打垮。两组个体在成功后有

同样积极的感受，但低自尊个体在失败后表现出更多的羞愧和屈辱感

（Brown & Dutton，1995）。

因为在保持自我价值时的这些不同取向，高自尊个体更愿意冒险

以获得自我提升的信息。例如，当高自尊个体发现他们在测验中的表

现比另一个人表现差时，会有强烈的愿望去寻求与那个人做进一步的

比较，希望在下一轮比较中能取得成功。相反，低自尊的个体没有表

现出任何这类强烈的兴趣去和那些刚刚胜过他们的人进行比较。这种

比较具有潜在的自我提升作用，但也具有高风险（Wood et al.，

1994）。

恋爱关系为我们探索高自尊和低自尊个体采用不同认知策略的问

题提供了有趣的场所。当你感受到威胁或受到伤害时，可能是由于你

在工作中遭受挫折或者你认识到让自己所爱的人失望了，这会让你对



自己的恋爱关系有何感受呢？你是否会把这种关系作为安慰和恢复信

心的来源，通过提升你的伴侣、美化你的伴侣对你的积极看法来提升

自己？或者，你会认为你的伴侣已对你失去兴趣，通过贬低伴侣和疏

远恋爱关系来保护自己，以免遭受被拒绝的痛苦呢？你对这些策略的

选择决定于你的自尊程度。

在一系列研究中，Sandra Murray及其同事招募了一些处于长期恋

爱关系的个体，让他们面对各种对自我价值的威胁（Murray et al.，

1998）。在一些研究中，参与者面临直接威胁他们关系的情境：思考

自己什么时候对恋爱对象感到失望，或者指出自己是否对恋爱对象表

现出不当行为。在另外一些研究中，参与者面临的威胁情境与恋爱关

系无关——他们被诱导相信自己在一个智力测验中表现糟糕。当参与

者接受这些威胁中的一个后，要求他对有关其恋爱对象和恋爱关系的

一系列问题作出回答。控制组的参与者也对这些相同的问题作出回

答，但他们开始时没有受到任何威胁。

在所有这些研究中，高自尊和低自尊的个体对这些威胁的反应是

很不相同的。高自尊的个体通过强调其恋爱对象对自己高度重视这样

的做法来回应对自我价值的挑战。当面临人际能力或智力方面的失败

时，这些高自尊的人努力通过提升恋爱关系中的积极方面来回应受到

的威胁；在面临挑战时，他们运用这种关系作为自我肯定的一种来

源。相反，那些低自尊的人通过削弱伴侣对自己的积极看法，削弱自

己对恋爱对象的积极面的看法来对威胁作出回应。令人悲哀的是，低

自尊个体不是把他们的恋爱对象和恋爱关系作为有益作用的一种来

源，缓和并转移对自我的威胁，而是把恋爱关系看做另一种威胁和拒

绝的潜在来源，通过贬低恋爱对象和恋爱关系，以预先保护自己免受

这种迫近威胁的伤害。奇怪的是，低自尊的个体在自我价值得到提升

以后还会贬低他们的恋爱关系，可能是因为这种提升提醒他们，他们



恋爱对象的情感是随着他们的积极表现而变化的，因此提高了对可能

到来的拒绝的关注。

总之，研究结果表明，高自尊的个体寻求、希望和期待最好的情

况，采取使自我提升最大化的认知策略。相反，低自尊的个体害怕、

预期最坏的情况，采取使失望和自我贬低最小化的认知策略。尤其具

有讽刺意味的是，低自尊的个体在面临困境时，他们防止失败的努力

实际上导致了失败，尽管这是他们想要避免的。当低自尊的人相信他

们的恋爱关系在动摇时，会让自己与恋爱关系保持距离和贬低恋爱对

象，而他们这么做正好导致其害怕失去的关系解体。

到目前为止，讨论一直集中在探究自我知识某个维度的内容如何

影响了社会信息的加工。下面我会转向讨论自我知识在某些维度上的

组织和整合如何影响个人的思想和情感。

自我知识的组织

自我的复杂性

谢利和卡伦两个人都是大学生，她们以截然不同的方式组织她们

的自我知识。谢利的自我观主要建立在自己是一个学生的基础上；她

生活的所有其他方面——她与父母的关系，她的恋爱对象，她的娱乐

活动——都与她是一个学生的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她评价各种关

系和活动的依据是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支持自己的学业目标。卡伦

也把自己看做学生，但是她的自我定义是建立在几个其他独立的和具

有高度价值的组成部分之上的——作为一个女儿、一个爱人、一个音

乐爱好者的自我感。这些角色中的每一个都让她表现出自我的不同方

面，所有这些都决定了她认为自己是谁以及对自己的看法。现在设想



一下，谢利和卡伦两个人都发现自己在一个重要的考试中失败，你认

为谁会更烦恼呢？

凭直觉来说，好像应该是谢利，她的整个身份感都是建立在其学

术自我的基础上，在学术方面经历的挫折应该使谢利遭受到更大的打

击，而卡伦还可以通过关注自己是一个好女儿、爱人和音乐家来保持

她的自我价值感。Patricia Linville （1985，1987）的一系列研究

支持了这种直觉。Linville注意到，人们在自我复杂性上有所不同。

一些人像卡伦一样具有高度复杂的自我表征；他们的自我概念包括许

多不同的方面。而另外一些人像谢利一样具有不太复杂的自我表征；

他们的自我概念只包括少量的高度联系的方面。当人们经历挑战自我

的消极事件时，自我的复杂性决定了其消极情感如何从一个方面外溢

到自我的其他方面。如果自我的复杂性低，自我的所有方面都是高度

关联的，一个领域的失败会使一个人感到在其他所有方面也是无能

的；糟糕的成绩不仅仅意味着这个人是个差学生，而且也意味着他是

个不好的女儿和无能的爱人。相反，如果自我的复杂性高，自我的不

同方面是彼此独立的，自我领域一个方面的失败产生的消极情绪只限

于这个领域；一个人会感到自己是个差学生，但仍然会认为自己是个

好女儿和好爱人。

Linville（1987）要求学生把各种人格特质分到不同的组中，让

每个组都能描述他们自己的一个有意义的方面，通过这种方法来评价

学生自我的复杂性。告诉这些学生，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把这些

特质分成许多组，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把任何一个特质放到许多组

中去。对于这些分组，可以运用一个公式计算每个参与者自我的复杂

性程度。这个公式考虑了自我组成方面的数量以及它们之间的重叠程

度。当自我方面的数量高，它们之间的重叠少（如每个方面包含不同

特质），自我的复杂性程度就越高。



高自我复杂性能够缓冲应激事件的消极后果吗？当高自我复杂性

的个体面对应激事件时，与低自我复杂性的个体相比，他们会体验到

更少的心理困难和身体症状吗？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要求参与者在一

个生活应激事件表中标出自己在前两周经历过的应激事件。这个表中

包括大学生常见的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应激事件，从社会生活到学业

生活，再到诸如金融、毒品、法律、事故等主题。这些学生回答他们

在过去两周经历的这类消极事件的数量的范围是从0到17，平均数为

5。为了确定这些事件对健康的影响，学生们还完成了一个抑郁测量，

回答自己在前两周经历了哪些身体的症状（例如感冒、咳嗽、胃疼、

头疼）。两周以后，学生们再次回到实验室，再次完成这些测量项

目。这个设计的目的是为了确定第一次测量所报告的应激事件是否会

对学生两周后的身心健康产生消极影响，自我的复杂性（就像第一个

场合测量的）是否会对这种消极影响起缓冲作用。

自我复杂性确实对应激事件的消极影响起了缓冲作用。在那些经

历了许多应激事件的学生中，具有高自我复杂性的人表现得更好：他

们表现出更少的健康问题和更少的抑郁。这并不意味着高自我复杂性

的人普遍感到更健康和更幸福；在那些经历很少应激事件的人中，高

自我复杂性的人与低自我复杂性的人相比没有任何优势。但当人们经

历应激时，高自我复杂性的人较少受到其不利后果的影响。因为这些

个体有许多不同的自我方面，对自我领域构成挑战的一个消极事件引

起的消极思想和情感会只限于有关的领域。这些复杂的个体可以利用

未受影响的领域去提升他们的价值感以及他们的心理和身体健康。

低自我复杂性的个体特别容易遭受应激事件的伤害，但在应激性

少和经历积极事件时，他们会表现出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积

极情感会外溢到自我的所有领域，导致更强烈的积极反应。相反，对

于高自我复杂性的个体来说，自我在一个领域取得巨大成功，自我的

其他未受影响的方面仍会保持平常的状态。结果，低自我复杂性的人



更容易产生大的情感波动，在面临挫折时心情更灰暗，在面临成功时

会有更大的快乐感（Linville，1985；Niedenthal，Setterlund，&

Wherry，1992）。自我知识组织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涉及自我各个

方面的积极性和消极性。积极的和消极的自我知识可以用不同的方式

加以组织。有关自我的积极和消极的信念被分成不同区域，一些区域

全是积极的，另外一些区域全是消极的。另外，自我知识也可以用这

样的方式加以组织：每一方面既包括积极信念也包括消极信念。自我

知识中积极部分和消极部分的分隔程度会影响健康状况（Showers，

1992；Showers & Kling，1996）。当自我知识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

被分成不同的部分时，个人可能会只关注积极方面而不考虑消极方

面。因此，如果人们积极的自我观念和消极的自我观念彼此明显不

同，那么，那些经历积极事件的人会感到更快乐。相反，如果积极的

自我观念和消极的自我观念是高度整合的，自我的每个方面都包含积

极和消极的信息，那么，那些经历消极事件的人就会感到更快乐。这

是因为，当自我的某个方面遭受打击时，自我积极方面的内容会对消

极的思维起缓冲作用。总之，高度分隔的自我会让一个人因成功而狂

欢，而面对失败时又特别脆弱。到目前为止，讨论集中在个人当前的

现实自我的内容和组织。下面我将转向现实自我与希望、恐惧和预期

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会探讨现实自我对情感和思维的启示。

自我指导

当我试图评价自己的特征、行为和成就时，也就是我的现实自我

（actual self）时，我会运用两个不同的标准来权衡我的自我：一个

是理想自我（ideal self），也就是，我希望和渴望变成的那种人，

我对自己的希望、目标和要求。另一个是应然自我（ought self），

也就是我觉得我应该和必须成为的那种人，我对自己的义务、职责和



责任的看法。这两者有时是齐头并进的：我会期望成为一个好妈妈，

也觉得成为一个好妈妈是我的义务。有时这两者也是存在冲突的：我

渴望获到一个有前途的职业，但也感到我有责任留在家里照顾自己的

孩子。我也可能会用我生命中重要的人物为我制定的标准来衡量我自

己：我父亲对我的希望和期盼，我母亲对我的义务和责任的看法。当

现实的自我未达到这些理想自我和应然自我的要求（我自己制定的或

其他重要人物制定的要求）时，我会感到自己是不成功的。Higgins及

其同事的研究表明，这些负面情感的大小和性质取决于个人衡量自己

时所依据的理想的或应然的标准，现实自我与这个标准存在的差距，

以及这种差距的可通达性和凸显性。这些差距的大小和可通达性也会

影响到对他人信息的加工（综述见Higgins，1987，1989，1998）。

自我差距和情绪的脆弱性　有时候，我们是受实现积极成果的愿

望驱动的——婚姻幸福，事业成功，身体健康。在这些情况下，我可

以说有提升的目标；也就是，我有动机去改善自己的健康状况、追求

积极的状态、获取期望的报酬。另一些时候我是受避免消极后果——

婚姻破裂，事业失败，罹患疾病——的愿望驱动的。在这些情况下，

人们会说我有预防的目标；也就是我有动机去避免消极状态、逃避惩

罚、预防令人害怕的结果发生。当这两种目标受到阻碍时，我会体验

到不同的消极情绪：提升目标没有实现意味着积极结果的失去——我

没有得到我想要的东西。这种失去导致了悲伤和沮丧。另一方面，没

有实现预防的目标意味着要经历消极的后果——我正在承受我害怕出

现的消极后果。这种惩罚导致焦虑和不安。

关注个人的理想自我需要关注自己有哪些想要提升的目标——实

现希望和抱负的愿望。因此，当一个人意识到现实的自我和理想的自

我之间有巨大差距时，他就会关注没有实现的期望，感到失望、悲伤

和沮丧。例如，我的志向是成为一个医生，当我认识到我的成绩不足

以进入医学院时，我会感到悲伤和失望。另一方面，关注应然的自我



会导致对预防目标的关注——职责的观念意味着一个人如果未能履行

职责就会受到惩罚。因此，当一个人意识到现实的自我与应然的自我

之间存在巨大差距时，就预料到会出现惩罚，因此感到焦虑、不安和

内疚。例如，如果我认为在学校应该努力学习但却没有这样做，我会

感到内疚和焦虑。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Higgins及其同事预测：现实

自我和理想自我之间的显著差距将导致与沮丧有关的情绪，而现实自

我与应然自我之间的显著差距将导致与焦虑有关的情绪（Higgins，

1987，1989，1998）。

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和应然自我的差距，不同人具有不同的情

形。对这个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这些差距的大小会决定人们

对消极事件的反应吗？人们离理想自我的标准差距越大就越感到悲

伤，离应然自我的标准差距越大就感到越不安吗？为了回答这些问

题，Higgins及其同事首先确定了两组个体，一组个体在现实自我与理

想自我之间存在巨大差距，而另一组个体在现实自我与应然自我之间

存在巨大差距（Higgins et al.，1998）。这是通过参与者列出与现

实自我、理想自我和应然自我有关的特征来实现的。对于每个参与

者，研究者把所列出的现实自我的特征与每个人自我指导的特征（即

理想的和应然的）进行对比，算出匹配的数量（例如，那些既出现在

现实自我中又出现在自我指导中的特征）以及不匹配的数量（例如，

自我指导方面的特征与现实自我的特征相反的情况）。用两者不匹配

的数目减去两者匹配的数目得出现实自我与自我指导之间的差距。两

个不同参与者的小组就这样被确定下来，一组主要是现实自我与理想

自我之间存在差距，而另一组主要是现实自我与应然自我之间存在差

距（每一组在主要的差距方面相对高，而在其他的差距方面相对

低）。

几周之后再评价这些参与者对积极事件和消极事件的情绪反应。

要求参与者想象一个消极事件，如得到一个不好的分数或被所爱的人



拒绝，或想象一个积极的事件，如得到高分或与所爱的人共度良宵。

在想象任务前后，都要求参与者完成一个调查问卷，此问卷涉及与沮

丧有关的情感（悲伤、不快乐、不满等等）以及与不安有关的情感

（担心、害怕、紧张等等）。参与者完成想象任务后所报告的心情见

表10.1。正如所预期的那样，不同自我差距的类型参与者在考虑消极

事件时体验到不同的情绪：那些存在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差距的人会

变得更加沮丧，而那些存在现实自我与应然自我差异的人则变得更加

不安。这种不同的情绪反应只出现在那些关注消极事件的参与者身

上，两类参与者对想象的积极事件的情感反应没有大的差异。这表明

只有当参与者思考消极事件时，才会经历与他们的主要差距有关的一

种消极情绪。

人们的差异不仅表现在自我差距的大小上，而且也表现在这些差

距在他们身上的可通达的程度上。吉姆和罗恩都认为自己在学校的表

现没有期望的那么好；两个人都体验到现实的自我与理想的自我之间

的差距。但他们关注这种差距的程度是不同的。吉姆对没有成功实现

所期望的学业目标的想法一直徘徊在他的脑海中，而罗恩得到一个不

好的分数时，只是偶尔才会想起这个失败。结果，两人在体验这种由

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之间差距引发的消极情绪即沮丧时也存在差异。

尽管对吉姆和罗恩来说，这种差距的大小是相同的，但吉姆更容易悲

伤和沮丧，因为这种差距在他的脑海里出现的次数更多。一般来说，

当这些差距更具有通达性时，自我差距的大小对情绪会产生更大的影

响。

表10.1　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之间存在差异的人和现实自我与应然自我之间存在

差异的人，在消极事件和积极事件中体会到的沮丧和不安



资料来源：Higgins et al. (1986, 表1, p.9). Copyright 1986) by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注意：分数已根据操纵前心情进行调整。

由Higgins及其同事进行的一系列相关研究为这种预测提供了支持

（Higgins，Shah，& Friedman，1997）。这些研究者评估了每个参与

者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现实自我与应然自我之间差距的大小以及每

种差距的可通达性。要求参与者提出三到五种反映其理想自我的特征

（例如，他们希望、想要、渴求成为哪种类型的人），提出三到五种

反映应然自我的特征（例如，他们认为自己有义务、职责或责任成为

哪种类型的人）。然后评定自己在多大程度上真正拥有了某种特征，

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想拥有这一特征（理想的特性）或者在多大程度上

应该拥有这一特征（应然的特性）。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之间差距的

大小取决于参与者评定其想要拥有某一特征和真正拥有某一特征之间

的差距，而这种差距的通达性是通过他们做出这些评估时的速度来确

定的。研究中也用类似的方法评估现实的自我与应然的自我之间差异

的大小和通达性的程度。

参与者还要报告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感到沮丧和不安。可以预测的

是，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之间的差距越大，一个人就越会感到沮丧、

悲伤和失望，但只有在这种差距具有高通达性时才会出现。同样，现

实自我与应然自我之间的差距越大，一个人越会感到不安、紧张和易

怒，但也只有这种差距有高通达性时才会出现。换句话说，当差距具



有高通达性时，可以预测这种差距产生消极情绪的频率，但其他情况

下并不如此。这些预测已经得到证实。

把参与者分成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之间差距高和低的两组。研究

者计算了每个组内参与者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之间差距的大小与他们

沮丧情绪之间的相关。同样也计算了现实自我与应然自我之间差距的

大小与这种差距通达性高或低的个体所产生的不安情绪之间的相关。

如表10.2中所示，在所有三个研究中，只有在自我差距具有高通达性

的参与者中，自我差距的大小与其引发的消极情绪之间存在正相关

（而在那些自我差距通达性低的参与者中，只存在很小或没有达到显

著水平的负相关）。这些结果表明，当我们确定的标准经常出现在我

们的心里时，我们与标准之间的差距可预测我们的消极情绪。现实的

自我和理想的自我之间的差距越大，我们越感到沮丧，而现实自我和

应然自我之间的差距越大，就感到越不安，但只有当这些差距对我们

来说具有高通达性时才会如此。

那些长期没有通达的自我差距仍然会引起消极的情感，只要一个

人想起这些差距。在另一个研究中，那些理想自我和应然自我都未达

到标准的参与者，在想起他们理想自我时会变得更加沮丧，当想起他

们应然自我时会变得更加不安（Higgns et al.，1986；研究2）。而

那些低自我差距的参与者却没有这种心情的变化。这再一次表明，只

有当个体的自我差距在可通达的情况下，自我差距才会引起某种消极

的情绪。

总之，现实自我与自己所确定的标准之间的差距会导致消极的情

绪。不同的差距会导致不同的情绪——如果未达到理想的自我标准会

体验到沮丧，如果未达到应然的自我标准会体验到不安。不过，只有

当差距具有短暂的或长期的可通达性时，这种差距才会引起相应的消



极情感。自我差距在某个特定时刻没有出现在我们心里，就不会影响

那个时刻的情感。

表10.2　在差距具有高通达性或低通达性的情况下，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之间的

差距大小与沮丧之间的相关，以及现实自我与应然自我之间的差距大小与不安之

间的相关

资料来源：Higgins et al.（1997，研究1-3）。注意：在每种情况下，其他类型

的差距和消极情绪在统计上都进行了控制。

有关自我差距对情绪影响的研究一直关注现实自我、理想自我及

应然自我之间差距所引发的消极情绪，这些差距是令人泄气的。不

过，当前的自我与个人希望或害怕的自我之间存在差距有时也会具有

激励和鼓舞作用，如果这些未来的自我被认为是可实现的话。与当前

自我有差异的未来自我的作用并没有像当前自我之间的差距那样得到

广泛研究。一些启发性的证据仍然表明，如果人们拥有的积极的未来

自我能为改善带来希望，或者人们拥有的消极的未来自我能让他们采

取预防行动，人们的健康都会得到提高（Markus & Nurius，1986；

Oyserman & Markus，1990）。

自我差距与人际思维和策略　对理想的自我的关注就是对积极结

果的关注——一个人希望和期待取得成绩和成就。确实，那些敏锐地

意识到没有达到理想自我标准的人，一般会经历悲伤和沮丧。对理想

的自我的特别关注也与一种更普遍的倾向联系在一起，在试图理解其

他人的生活和计划自己个人的人际策略时，这种倾向会关注积极后果



的存在和缺乏。这种关注使得人们特别注意和记起他人是否实现了期

望的结果，它会导致人们选择那些使积极后果最大化的策略。相反，

对应然的自我的关注就是对消极后果的关注——一个人害怕惩罚和过

失，并期望去避免它。事实上，如果敏锐地意识到未达到应然的自我

标准的人，会经历典型的与消极后果联系在一起的情绪，即不安和焦

虑。对应然的自我的特别关注也与关注消极后果是否存在和缺乏的一

种更普遍的倾向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关注会使人们特别注意和记起其

他人经历还是避免了不幸的事情，它会导致人们选择那些将消极后果

最小化的策略。

在一个用于检验这些观点的研究中，事先确定了那些有明显的现

实的自我与理想的自我差距的参与者，或有明显的现实的自我与应然

的自我差距的参与者，要求他们阅读一篇描写学生生活中20件事情的

文章（Higgins & Tykocimski，1992）。这些事件中有8件关注积极后

果的存在或缺乏。这些事件包括找到一张20美元的钞票（存在积极后

果）或发现想看的一部电影不再放映了（缺乏积极后果）。另外8件事

关注消极后果的存在或缺乏。这些事件包括受困于交通堵塞（存在消

极后果）或逃过了学校不愉快的一天（缺乏消极后果）。其余的事件

都是中性的。读完这篇文章以后，让参与者用10分钟完成一件不相关

的任务，然后要求他们逐字逐句地回忆这篇文章。

那些关注理想自我并因此关注自己生活中积极后果存在或缺乏的

参与者，会特别可能记得另一个人经历过或没有经历过的积极后果

吗？而那些关注应然自我并因此关注生活中消极后果存在或缺乏的参

与者，会特别可能记得另一个人遭受或避免过的消极后果吗？就如表

10.3中所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些主要存在现实的自我

与理想的自我差距的参与者，回忆起更多积极后果的事件和更少涉及

消极后果的事件。人们特别注意他人生活中的与自己的主要自我差距

所关注的事件相匹配的事件——那些全神贯注于现实的自我与理想的



自我差距的人关注积极后果的实现，而那些全神贯注于现实的自我与

应然的自我差距的人则关注避免消极后果。

暂时激活的自我差距像长期激活的关注一样，对记忆具有同样的

影响。在另一个研究中，首先引导参与者或关注理想的自我，或关注

应然的自我。然后在一个看似不相关的学习中让他们阅读一篇文章，

在这篇文章中描述了这样一些情景：一个人在一些场合试图寻求积极

的后果，在另一些场合试图避免消极的后果（Higgns et al.，

1994）。正如所预期的那样，那些被引导关注理想自我并因此关注自

己生活中期望结果是否存在的参与者，特别可能回忆起其他人实现积

极后果的情景。相反，那些被引导关注应然自我并因此关注生活中不

期望的结果存在或缺乏的参与者，特别可能回忆起那个人努力避免消

极后果出现的情景。当一个人关注自己生活中的积极或消极后果，或

者是因为一个人持续地全神贯注于某种后果，或者是因为情景中的某

些东西引起个人思考这样的后果，这个人会对其他人生活中的那种后

果也变得特别敏感。

表10.3　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存在差距的参与者、现实自我与应然自我存在差距

的参与者在积极后果与消极后果存在或缺乏的情况下所回忆出来的事件数量

资料来源：Higgins & Tykocinski (1992).

显著的自我差距也可以帮助一个人确定运用什么策略去达到其重

要的人际目标，如交朋友。当你试图交一个好朋友时，你可以运用多

种策略。这些策略可以分为寻求积极后果的策略如亲密和信任，以及

避免消极后果的策略如疏远和不和。你偏好的策略受你心理中占显著



地位的某种自我差距的影响：持续关注与理想自我的差距，会倾向于

对积极后果越来越敏感，也会偏好那些提高积极后果的人际策略。同

样，持续关注与应然自我的差距，会倾向于对消极的后果越来越敏

感，也会偏好那些目标在于预防消极后果的人际策略。

为了验证这些观点，Higgins及其同事（1994，研究3）选择了两

组参与者，一组参与者存在明显的现实的自我与理想的自我差距，另

一组参与者存在明显的现实的自我与应然的自我差距。提供给这些参

与者一份关于友谊策略的清单，其中三种策略关注寻求积极的后果

（慷慨的、支持的和有爱心的），三种策略关注避免消极的后果（不

与朋友失去联系，不忽视他们，不传播有关朋友的流言蜚语）。要求

参与者在这些策略中选择三种维持友谊的策略。正如所预期的那样，

有明显的现实的自我与理想的自我差异的参与者，更多地选择关注积

极后果的策略（很少选择关注消极后果的策略）。换句话说，每一组

参与者都表现出偏好对那些突出主要自我差距的后果加以关注的策

略。

总之，对理想的自我的关注，无论它是暂时的还是持续的，相当

于关注在个人希望和抱负中要表达的积极后果。这种关注使得人们对

他人生活中积极后果的存在和缺乏非常敏感，促使他们努力寻求和接

近他们社会生活中的积极后果。现实的自我与理想的自我之间明显的

差距也使得人们易受那些与积极后果缺失联系在一起的消极情绪即悲

伤和沮丧的影响。相反，对应然的自我的高度关注，相当于对没能成

功完成个人义务和责任时预期会出现的消极后果的关注。这种关注使

得人们对其他人生活中消极后果的存在与缺失非常敏感，使他们在社

会生活中趋向于避免和预防消极后果。这也使得他们易受与消极后果

出现相联系的消极情绪即不安和焦虑的影响。



关注理想的自我和应然的自我可能是关注趋向积极后果或避免消

极后果这种更广泛取向的组成部分。一些人倾向于寻求并促进生活中

美好的事情，而另一些人倾向于避免并预防不好的事情。情境因素也

可能引起个人暂时关注寻求积极后果或避免消极后果。人们关注理想

的自我和应然的自我的倾向可能是受这些广泛的促进或预防的取向支

配的。确实，不经历理想的自我与应然的自我，而只是简单地依据积

极后果（你会因成功受到奖励）或消极后果（你会因失败受到惩罚）

来架构他们的目标，诱导人们直接关注积极后果和消极后果也是可能

的。这种对积极后果或消极后果的关注的直接操纵所引起的情绪反

应，与由那些强调理想的自我或应然的自我的间接操纵所引起的情绪

反应是类似的（Higgins et al.，1994；综述参见Higgins，1998）。

我们寻求哪些自我知识

英国著名的哲学家以塞亚·伯林因其杰出的成就享有无数的荣

誉。他谦虚地指出：“我的一生都被高估了。我不会假惺惺地认为这

是痛苦的根源。正像某人曾对我说的那样，得到的多于应得的比只得

到应得到的更令人愉快，我不能否认这一点。同时，我不能欺骗我自

己。”（《环球邮报》，1997年11月7日）。如果让你选择的话，你也

会喜欢别人看待你比你自己更积极吗？或者，当你对自己有消极看法

时，你喜欢与他人分享你对自己的看法吗？或者不管你认为自己是什

么样的人或希望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希望其他人都尽可能准确地

看待你吗？换句话说，人们会寻求和喜欢那些提高他们自我观的信

息，证实他们自我观的信息或精确描述他们自己的信息吗？人们似乎

在不同场合寻求所有这些不同类型的信息。已有一些研究指出，不管

我们认为自己如何或希望自己如何，我们能够准确评价我们能力的信

息感兴趣（综述见Trope，1986）。不过，这个领域的大多数研究都集



中在自我提升和自我验证的需求上。因此，我关注这两个需求以及两

者发生冲突时会发生什么。

自我提升

毫无疑问，大多数西方人都希望从积极的角度看待他们自己，努

力提高他们的自我观，积极努力地保持和证实他们作为有价值个体的

自我感受（这方面东西方文化是存在差异的，见第11章）。我们用来

保持和提升自我观的策略库包括这样一些策略，如当我们的行为与态

度矛盾时，改变我们的态度以避免感到愚蠢；将我们的自我观念转向

那些看上去与成功联系在一起的特征，贬低那些我们不具备的能力的

重要性，贬低他人以让自己在比较中看起来更好。通常这些努力是成

功的：我们倾向于以高度积极的方式看待自我，认为自己在几乎每件

事情上都超出平均水平（综述见Kunda，1990；Tayler & Brown，

1988；相关研究的细节见第6章）。

从所有这些研究结果来看，毫无疑问的是，保持和提升自我观的

动机在人们寻求和理解有关自己和他人的信息的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但人们会不惜任何代价寻求自我提升吗？特别是，人们对自我提升信

息的偏好超过了那些能够证实其现状的信息吗？这个问题引起了大量

研究的关注，下面将讨论。

自我验证

唐娜一直认为自己在大群体中与他人进行交流时存在障碍；她认

识到自己在这样的情景下会是害羞的、笨拙的、犹豫的，认为自己的

人际交往技能离期望的还差很远。你认为她想让其他人如何看待她的

人际交往技能呢？在结识新朋友时，她希望他们认为她是一个具有高



度人际技能的人，还是宁愿他们像她自己那样看到她的不足呢？她希

望她的密友如何看待她的人际交往技能呢？她的丈夫如何看？她又会

如何看待那些把她的人际交往技能吹上天的人呢？受到这种吹捧时，

她的感受如何呢？

尽管我们有时会喜欢不合情理的赞赏，但由于几方面的原因我们

通常宁愿他人看到我们的不足。如果其他人对我们的能力有不切实际

的期望，会把我们引向一种注定会失败的情境，但是如果他们认识到

我们的不足，就会帮助我们渡过那些令我们感到困难的情境。一个缺

乏人际交往技能的人，在只有很少熟人的聚会上会感到很不舒服。如

果她的朋友意识到她的不足，就会不遗余力地让她在这个聚会上不要

落单，但如果别人不知道她在人际交往上有困难，就会使她独处于尴

尬的境地。我们希望他人像我们自己一样了解我们，其中的另一个原

因是，我们的自我观念决定我们对自己和社会世界的理解。因此，对

自我观的任何挑战都构成对我们整个世界观的普遍威胁。为保持对自

我和周围世界的感受稳定和一致，我们希望证实和验证我们的自我观

念，即使它们是消极的。

William Swann及其同事进行的一个大规模研究表明，人们确实经

常有动机去验证他们的自我观念。为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会从他人那

里寻求自我验证的信息，有意以某种方式行事，以确保其他人能够像

他们自己一样来看待他们。他们也特别可能回忆那些能够验证自我的

反馈（Swann，1987，1990）。要证明人们会进行自我验证，提供人们

寻求那些证明自己不足的证据是特别重要的。这是因为寻求肯定个人

优点的证据不一定是由验证个人自我观的愿望驱动的；它可能是由提

升个人自我观的愿望所驱动的。在个人具备某些优点的情况下，自我

提升和自我验证的目标要求同样的策略：要满足这两个目标，个人必

须寻求积极的信息。相反，人们寻求可以证实其不足的信息有助于理

顺这两个目标，因为在个人不足的情况下，这两个目标需要不同的策



略：为了获得自我提升，个人应该在个人不足的有关领域寻求积极的

信息，但为了验证个人已经存在的消极自我观，个人应该寻求消极的

信息。

为了确定人们是否与自我提升相比更喜欢自我验证，Swann和

Read（1981）把参与者分成两组，那些认为自己讨人喜欢的人为一

组，那些认为自己不讨人喜欢的人为另一组，两个组是根据参与者完

成有关此维度的调查问卷来区分的，根据其反应以中数为基准来区

分。在实验中，所有的参与者都要对一系列争议性话题作出反应。然

后告诉他们，他们的反应已经呈现给另一个参与者，这个参与者是他

们接下来要认识交谈的对象。引导参与者认为这个交谈对象认为自己

是令人喜欢的或不令人喜欢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给参与者呈现一

个答题表，上面有些评定所画的圈，告诉他们这是他们的交谈对象完

成的）。然后，给参与者一个机会去仔细检查一系列交谈对象对他们

感受的陈述。实验者记录他们阅读这些陈述花了多少时间。

如果人们寻求自我验证，当他们推测交谈对象对他们的看法与自

我观相同时，他们应该对交谈对象关于自己的看法特别感兴趣。如果

是这样的话，那些期望同伴的反应证实他们自我观的参与者，与那些

期望同伴的反应与他们的自我观矛盾的参与者相比，会花费更多的时

间来阅读这些反应。就如我们在表10.4中所看到的，情况确实如此。

毫不奇怪的是，那些认为自己令人喜欢的参与者，当他们期望令人喜

欢的反应而非不令人喜欢的反应时，会花更多的时间去阅读他们同伴

的反应。更为重要的是，那些认为自己不令人喜欢的参与者，当期望

的反应是不令人喜欢而非令人喜欢时，会花更多的时间去阅读交谈对

象的反应。这些对自己持消极看法的参与者，对那些有可能验证消极

观点的信息更感兴趣。很明显，与自我提升相比，他们更喜欢自我验

证。



表10.4　认为自己令人喜欢或不令人喜欢的参与者，阅读那些预期对自己形成好

或不好印象的交谈对象所作出有关他们自己的陈述时所花费的时间

资料来源：Swann & Read (1981, 表1, p.359). Copyright 1981) by the

Academic Press.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应该指出的是，那些认为自己不令人喜欢的参与者会花费更多的

时间仔细阅读对他们的消极印象，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想验证自己不令

人喜欢的看法，而且也因为他们希望更好地理解为什么自己给人留下

如此消极的印象以便改善自己。因此，刚刚描述的这些结果并不一定

意味着这些人在寻求自我验证。不过，随后的一个研究表明，那些认

为自己不令人喜欢的参与者也会不遗余力地确保其他人分享他们对自

己的消极看法，这意味着他们确实很希望验证这些自我观（Swann &

Read，1981，实验2）。这个研究再一次把参与者分为两组，一组是那

些认为自己令人喜欢的参与者，另一组是那些认为自己不令人喜欢的

参与者。这次给参与者一个机会，用10分钟的时间与另一个参与者即

他们的交谈对象聊天。在这次交流前，引导他们相信交谈对象已经对

他们形成了好的印象或不好的印象，或者不提供任何有关交谈对象对

他们的印象方面的信息。

当他们认为交谈对象对他们持有不好的印象时，他们会做些什么

呢？他们会不遗余力地去纠正这种不好的印象吗？如果他们是这样的

话，那些认为自己令人喜欢但怀疑同伴认为他们不令人喜欢的参与

者，应该在互动期间表现得格外的好，以确保交谈对象能像自己一样

积极地看待他们。更值得注意的是，那些认为自己不令人喜欢但了解

同伴认为他们令人喜欢的参与者，在互动期间的表现应该是特别令人



不愉快的，以确保他们的交谈对象像自己那样看待他们。交谈对象在

这些互动中形成的印象表明，参与者运用了这种策略。就如表10.5中

所示，那些认为自己令人喜欢的参与者的交谈对象，在参与者预期这

些交谈对象会消极地看待他们时，认为这些参与者的表现是最令人喜

欢的。相反，那些认为自己不令人喜欢的参与者的交谈对象，在参与

者认为这些交谈对象会积极地看待他们时，认为这些参与者的表现是

最令人不喜欢的。简而言之，当他们认为交谈对象对他们的印象与他

们的自我观相冲突时，两组参与者在互动期间都会以某种方式进行印

象整饰，使他们交谈对象的印象与自己的自我观更加一致。

表10.5　当参与者认为其同伴对他们的印象是令人喜欢或不令人喜欢、或者参与

者没有预期时，他们所形成的对其同伴认为自己令人喜欢或不令人喜欢的印象

资料来源：Swann & Read (1981，表1，p.359). Copyright 1981) by

Academic Press.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注意：数值越高表示更令人喜欢的印象。

这些结果意味着我们会不断努力去验证自己的不足吗？不一定。

我们大多数人既有优点也有不足。无论何时，在我们有能力的情况下

都会选择关注自己的优点，以确保提升我们的自我观。但当我们确实

考虑自己的不足时，就会寻求自我验证的信息而不是自我提升的信

息。Swann及其同事所做的另一个系列研究支持了这些观点（Swann，

Pelham，& Knull，1989）。参与者首先评估自己五个方面的特征：智

力、运动技能、外表吸引力、艺术和音乐方面的能力以及社会技能。

通用这些自我评估，调查者确定每个参与者最好的和最差的方面。参



与者也完成一系列的人格测量，让他们在一个计算机的表格中作出反

应，以对其人格进行分析。然后，他们能从电脑中得到反馈。为了确

定参与者是对他们优点方面的反馈感兴趣，还是对不足方面的反馈更

感兴趣，要求参与者们按照最想得到反馈的程度对五个特征进行排

序。为了确定参与者是对每个特征的积极反馈感兴趣，还是对消极反

馈感兴趣，在每个维度向他们提出六个问题，三个探测积极的反馈

（例如，“这个人在运动和竞技方面最大的才能是什么？”），另外

三个探测消极的反馈（例如，“在运动领域，这个人最大的问题是什

么？”）。在每个系列中，让他们选择两个他们最想得到回应的问

题。

参与者对获得优势特征反馈的兴趣远远大于对不足特征反馈的兴

趣。例如，一个自认为智力水平超常但音乐不好的人对自己智力水平

的评价比对音乐能力的评价更感兴趣。这表明人们对那些能提升自我

观的评价特别感兴趣。但是，当要求参与者在每个特征上选择积极的

或消极的反馈时，参与者对每个特征选择的反馈种类依赖于他们认为

这个特征是自己的优势还是不足。那些拥有一个优势特征同时又拥有

一个弱势特征的参与者更多地寻求有关优势特征的积极反馈而不是消

极反馈，而在弱势特征方面寻求更多消极的反馈而不是积极的反馈。

这表明那些认为自己音乐不好的人对其他方面的反馈很少感兴趣。

在随后的一个研究中，参与者有机会获取来自其他人的反馈而不

是电脑的反馈，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Swann et al.，1989，实验

2）。这再一次表明，参与者对优点的反馈比对不足的反馈更感兴趣。

但当寻求有关其不足的反馈时，他们对消极的、自我验证反馈的偏爱

胜过对积极的、自我提升反馈的偏爱。尽管如此，指出这一点是很重

要的：对消极自我验证的反馈的兴趣可能局限于相对不重要的和明确

的领域。这是因为在这些研究中大部分参与者都把艺术或体育确认为

自己最差的特征，而把智力或社交技能确认为自己最好的特征。这种



情况仍然是可能的：那些认为自己在智力或社交技能方面不足的人与

那些认为自己在艺术或体育方面不足的人相比，对验证这些不足更没

兴趣。

即使我们寻求验证自己不足的反馈，但这也不意味着我们喜欢接

受这种反馈；接收更积极的反馈会更令人愉快，即使我们也怀疑它的

准确性。在检验这种可能性的研究中，招募了两组参与者，一组有极

端积极的自我概念，另一组有极端消极的自我概念（Swann et al.，

1987）。要求每个参与者进行一个简短的演讲，之后对他的表现给予

反馈，这个反馈据称是由另一个参与者写的。对一半的参与者，反馈

是很令人喜欢的（“……这个人看起来在社交方面很自信……我想说

他她和周围哪怕是他很不了解的人在一起也会感到舒服和轻

松……”）。对另一半参与者，反馈是很不令人喜欢的（“……这个

人看起来根本没有社交自信……我想说他她与周围他不很了解人的在

一起会感到很不舒服和焦虑……”）。要求参与者对这些反馈的准确

性进行评价，并报告自己的感受。

表10.6　拥有积极和消极自我概念的参与者在接收到令人喜欢或不令人喜欢的反

馈时的情感反应及对反馈准确性的判断

资料来源：Swann et al. (1987, 表1和2, pp.884-885). Copyright 1987)

by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注意：数字越大表明准确性越高，积极情感越多。



如表10.6中所示，两组参与者都认为那些验证他们先前自我概念

的反馈比那些与自我概念相矛盾的反馈更准确：那些具有积极自我概

念的人认为，令人喜欢的反馈比令人不喜欢的反馈更准确，而那些具

有消极自我概念的人则认为，令人不喜欢的反馈比令人喜欢的反馈更

准确。尽管两组参与者在对积极和消极反馈的相对准确性的评价上存

在差异，但两组参与者都对两种类型的反馈表现出相似的情感反应：

两组参考者都在得到消极反馈时比积极反馈时感觉更差。这些研究结

果表明，有消极自我概念的参与者会表现出一种有趣的模式。尽管这

些参与者认为令人喜欢的反馈不准确，但与自我验证的消极反馈相

比，他们更愿意得到积极的反馈（相似结果见Jussim，Yen，&

Aiello，1995）。与以塞亚·伯林一样，我们会发现被高估比被认为

是我们本来的样子更令人愉快，即使这种赞赏并不怎么真实。

得到高评价后感觉良好的有趣证据来自人们对浪漫关系满意度的

研究（Murray，Holmes，& Griffin，1996；见第6章）。每对已婚夫

妻和约会情侣中的每个人都针对自己和自己的伴侣，就一系列积极的

和消极的特征进行评价（例如，聪明的，友善的，有爱心的，耐心

的，懒惰的，欠考虑的，抱怨的）。他们也要对自己浪漫关系的满意

度进行评价。人们与哪些同伴在一起会感到更满意，是那些像自己一

样看待自己的同伴，还是那些把自己理想化的同伴？研究结果说明了

理想化的好处：那些伴侣对他们的评价比自己对自己的评价更积极的

人，对他们的关系感到更愉快。换句话说，人们对其伴侣的理想化程

度越高，对浪漫关系越满意。那些从积极角度看待我们、注意我们最

好的方面、对我们最不足的方面视而不见的亲密伴侣会让我们感到特

别愉快。

Swann及其同事对约会情侣的类似研究中也得到相似的结果；那些

报告与其伴侣更亲密的人，其伴侣对他们的评价在某种程度上比他们

对自己的评价更积极（Swann，Dela，Ronde，& Hixon，1994）。然



而，Swann及其同事在已婚夫妇当中却得到相反的结果：与那些配偶对

他们的评价比他们对自己的评价更积极的人相比，那些配偶对他们的

评价与他们对自己的评价一样的人，对配偶感到更亲密。这些结果与

Murray及其同事得到的结果存在差异。一个可能原因是，两个研究运

用了不同的测量方法。Swann及其同事评价的五个维度中的三个是相对

客观和易于评定的（运动能力，艺术和音乐技能、外表吸引力）。相

反，Murray及其同事所运用的维度是更主观和更难评定的（例如，友

善的，欠考虑的，有耐心的）。一种可能是，我们想要自己的配偶认

识到我们的明显不足，但要尽可能地从积极角度看待我们。例如，如

果我知道自己是个乐盲，我会觉得那些称赞我有音乐能力的人要么是

在说谎要么是个傻子。然而，如果我认为自己是不友善的，但发现自

己的伴侣并不这样看自己，就会感到高兴和欣慰，会觉得有这样的伴

侣是特别令人高兴的。

总之，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会寻求对自己的优势的反馈。这种反

馈有双重好处：满足自我提升的愿望，同时也满足我们自我验证的愿

望。当不得不关注我们不足的方面时，我们对那些验证这些不足的反

馈的偏爱通常胜过那些与消极自我观相矛盾的自我提升的反馈。这在

那些清楚明确的、相对来说不太重要的不足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如

音乐能力或运动能力。尽管我们会寻求验证不足的反馈，但不喜欢接

受这样的反馈。得到一个不该得到的赞扬比得到一个应该得到的批评

更令人感到愉快。这就是为什么伴侣越把我们理想化，我们对浪漫关

系越满意的原因。

自我与他人的关系

我们可能发现，思考和评价他人的表现和成就时不考虑我们自己

是很困难的。当我们试图评价他人的特质和成就时，会用自己的表现



作为评价别人的标尺。当我们遇到他人一个异乎寻常的表现时，我们

发现自己会考虑它对于我们自我观的意义。

运用自我去评判他人

克里丝是一个大学生，一周花大约20小时学习。你认为克里丝有

多用功？你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呢？许多学生报告，他们会把克里丝的

行为与自己的行为进行比较来回答这个问题（Dunning & Hayes，

1996）。一个非常勤奋的学生会认为：“我一周花大约30个小时来学

习；克里丝比我花在学习上的时间少得多，不是很用功的。”一个不

很努力学习的学生运用同样的策略但对克里丝的看法完全不同：“我

每周只花大约10小时的时间学习；克里丝学习的时间是我的两倍，应

该说是很用功了。”如果人们通过这种方式利用自己的行为去理解他

人的行为，那么他们自身的行为水平会使他们对其他人的评价出现偏

差：一个人在学习上花的时间越多，他对克里丝学习习惯的评价就会

越差。

David Dunning及其同事发现，当人们评价其他人时，会依靠这种

以自我为中心的比较（Dunning & Cohen，1992；Dunning & Hayes，

1996）。例如，当被告知一个学生每周花大约4个小时打篮球时，那些

报告自己花相当多的时间进行体育活动的人与那些报告自己几乎不参

加体育活动的人相比，认为这个学生更不爱运动。当要求参与者判断

另一个人的勤奋程度、守时程度或数学技能的高低时，也得到类似的

结果：对于所有这些特征，参与者自己报告的行为或技能水平与他们

对他人水平的评价之间呈负相关。换句话说，他们自己的表现水平越

高，对其他人的评价就越低。



这些研究结果与人们利用有关自我的知识来判断他人的观点是一

致的。但这些结果也可能是由于其他的原因。例如，有可能是，那些

有规律地进行锻炼的人与那些很少锻炼的人相比，对运动有一种不同

于一般的看法。他们可能认为，一个爱好运动的人一周至少应锻炼7小

时。当评价他人时，他们可能会依据这种宽泛的特质知识，而不是直

接把他人与自己进行比较；他们自己的自我知识可能根本就没有出现

在心里。如果能够表明在评价他人时自我知识确实出现在心里，这将

为自我被用于对他人的判断提供更强有力的证据。这正是Dunning和

Hayes （1996）进行另外一系列研究的目的。

表10.7　在某个特质方面评判过或没有评判过另一个人的参与者报告他们自己或

熟人行为的速度

资料来源：Dunning & Hayes (1996, 表4, p.225). Copyright 1996) by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注意：表中的数据以毫秒为单位。

在一个研究中，向康奈尔大学的学生呈现一段关于另一个人的简

短描述（例如，“艾利斯，康奈尔大学的一个学生，每周上课迟到两

次”）。看完这段描述之后，要求一半的参与者对描述的这个人的相

关特征进行判断（在这个例子中指“守时”）。要求另一半参与者对

句子的语法进行评价，这是一个预期不会激活自我知识的任务。然后

询问参与者他们自己与特质有关的行为。如果人们让自己的行为出现

在心里以对另一个人作出评判，那么，如果他们已经在某个特质方面

对另一个人作出了评判，他们有关这个特质的自我知识就会被激活。



如果真是如此，那些已经评价过句子中描述的人的特质的参与者应该

比那些只是评价过句子语法的参与者更快地报告与特质有关的行为。

如表10.7中上一行所示，情况确实如此。

这个结果表明，参与者会激活他们自己的行为用以评判其他人的

行为。然而，评价他人导致对自我的反应加快也可能有其他的原因：

可能是因为必须判断其他人的特质而启动和激活了整个特质维度，让

回答有关这个维度的任何问题都变得更加容易；对自我的反应速度加

快只是由于这种启动。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对任何其他人的反应速

度也会加快。为了排除这种可能性，另一组参与者经历了完全相同的

程序，但不报告自己与特质有关的行为，而是报告另一个熟人的行

为。正如表10.7下一行所示，与对自我的反应不同，对熟人的反应并

没有因为先前对他人的判断而加快。这就排除了对自我评判的加快是

由于启动造成的可能性；如果是由于启动，对熟人的判断也应该加

快。社会判断加快了有关自我的判断，因为在判断其他人的行为时，

人们自发地想到他们自己和自己的行为。

我们对自己的表现感觉更好时，尤其喜欢用自己来衡量其他人。

如果我在SAT测验中得分为1200分，我会认为那些得到更高分数如1300

分的人是很聪明的；这允许我认为自己也是聪明的。相反，如果我的

分数是令人印象更深刻的1400分，可能会贬低取得1300分的人的智

力，通过比较使自己显得更突出。如果这种利用自我来衡量他人的倾

向是由自我提升的动机驱动的，那么当提高自我观的动机增强时，这

种倾向应该被夸大。人们失败之后更是如此（有关动机推理的讨论见

第6章）。事实上，一系列研究表明，人们在经历失败之后比获得成功

之后更容易以自己的表现作为基础去评价他人（Beauregard &

Dunning，1998）。在判断他人时，自我起重要作用的一个原因是，这

种判断能用于加强自我。



这一系列研究表明，我们通常运用自我为标尺去评价他人。其他

研究表明，我们也会用其他人去评价自己，就像下面所讨论的一样。

运用他人评判自我

1995年，一群物理学家聚集到一起讨论物质的弦理论。Edward

Witten那天第一个发言，他被公认为是那个年代最杰出的理论物理学

家。第二个发言者Natty Seiberg也是这个领域有影响的人物，由于

Edward Witten的发言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自己发言开始时这

样说道：“可能我应该成为一个卡车司机。”尽管如此，他接下来的

发言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接着他的发言人是John Schwarz，他是弦

理论的奠基人之一，用这样的话开始了他的发言，“我应该是个三轮

车夫”（《科学美国人》，1996.1）。

另一个人的杰出表现有时会让你在比较中感到自己无能。当你的

兄弟在学校的表现超过你，当你最好的朋友的篮球打得比你好，当你

的同事得到一个梦寐以求的晋升机会，你会对自己的能力和价值产生

怀疑，并感到泄气。当然，在其他一些场合，另一个人的杰出表现会

使你感觉良好。你对你兄弟的杰出音乐才能感到骄傲，当你最好的朋

友加入奥运会参赛队时你会感到欣喜，你为自己的工作表现与最好的

员工相当而受到鼓舞。其他人高水平的表现在什么时候让你感觉很

好，在什么时候又让你感觉不好呢？我接下来将转向有关这一问题的

研究。

自我评价保持模型　Abraham Tesser及其同事提出了自我评价保

持模型（简称SEM）来解释人们对他人优越表现的反应（Tesser &

Campbell，1983，Tesser，1986，1991）。这一模型提出了几个假

设。首先，优秀的他人必须与自己有心理上的亲密关系才能对自我产



生影响。亲密程度随着相似性、家庭关系、共同的出生地等因素而增

加。这些因素导致一个人看到自我和他人之间的一种纽带，或者看到

这两者同属于相同的心理单元。例如，兄弟姐妹或朋友比陌生人要亲

密，年龄接近的兄弟姐妹要比那些年龄与自己相差很大的兄弟姐妹之

间关系更亲密；那些态度和个性与你更相似的人比那些与你完全不同

的人看起来更亲密。与优秀他人的关系越亲密，这个人对自我的潜在

影响就越大。

但什么决定这种影响的方向呢？影响什么时候是积极的，什么时

候是消极的呢？SEM模型认为，如果与你的自我定义不相关，你并不真

正关心自己在这个领域的表现，一个关系密切的他人的高水平表现会

使你感觉很好。在这种情况下，你不会因为他人的高水平表现而感受

到威胁，能够轻松地享受他人成就所带来的喜悦（Cialdini et al.，

1976）。例如，你根据学业优秀来定义自己而对音乐不感兴趣，就会

对姐妹的非凡音乐成就感到骄傲而不会感到威胁。相反，如果一个关

系密切的他人在与你的自我定义有关的领域中的表现超过你——你也

计划从事音乐这一行——你会由于关系密切他人的高水平表现而感受

到威胁，会怀疑自我的价值。你被迫把自己与这个关系密切的他人进

行比较，通过比较你会发现自己的不足。总之，关系密切的优秀他人

的影响取决于表现领域的自我相关性：当领域不相关时，优秀他人产

生积极的影响（因为一个人会分享喜悦），但当领域是相关的时，会

产生消极的影响（源于自我和他人令人不愉快的比较）。

自我评价保持模型认为，人们有动机去保持一种积极的自我观。

因此，当由于一个关系密切他人的优异表现而感受到威胁时，他们会

积极努力地去消除这种威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会降低与这个

人心理上的密切程度（如果与这个人没有密切关系，我就不必把自己

与他或她进行比较），也会减少与这一维度的自我相关性（如果这一

维度对我来说是不重要，就没有必要由于被超越而感到不愉快），或



者把他人的表现降低到最小程度（如果表现不那么出众，就相对不会

使我看起来那么差了）。总之，人们通过把相关性、大小或重要程度

最小化来进行动机性推理，从而使其他人的高水平表现看起来不那么

具有威胁性（对动机性推理的讨论见第6章）。人们也会采取行动把由

于关系密切他人的高水平表现而带来的威胁最小化。例如，他们会努

力暗中破坏这个人未来的表现。

在一个检验这些观点的研究中，每个实验阶段都招募了两对男性

朋友（Tesser & Cornell，1991）。当他们到达后，四个人分别坐在

隔开的单间里完成一个言语技能的任务。为了操纵这个任务的自我相

关性，告诉一半的参与者，在这个任务上的表现与智力是高度相关

的，让这些参与者把任务看做高自我相关的。告诉另一半的参与者，

这个任务只是个游戏，没有人知道它测量的是什么，让这些参与者把

任务看做低自我相关的。当他们完成这个任务之后，向每个参与者报

告所有四个参与者在这个任务中的得分。诱导每个参与者相信他们排

在第三名，自己被自己的朋友和一个陌生人超过。然后，告诉参与者

要完成另一个任务，但这一次有他们同伴参与者提供的线索。然后，

每个参与者都有机会去为其他参与者选择线索。重要的是，这些线索

的帮助作用是不同的。关键的问题是，在超过自己的两个参与者中，

一个人更想帮助哪个参与者，是自己的朋友还是那个陌生人呢？

答案取决于任务的自我相关性如何。当任务不是自我相关的时，

参与者提供更多有益的线索给自己的朋友而不是陌生人；很显然，他

们没有感受到因朋友的高水平表现而带来的威胁，参与者预期会从朋

友的成功中享受到快乐，因此有很强的动机去帮助他。相反，当任务

是高度自我相关的时，相对于陌生人来说，参与者给自己的朋友提供

的有用线索比陌生人更少；对于自己高度关注的任务，被关系亲密的

朋友超越比被陌生人超越会使自己感到更大的威胁；这就是为什么参

与者特别不愿意帮助朋友保持高水平表现的原因。人们热切地帮助朋



友在不相关的任务上保持优秀的表现和不愿意帮助朋友在相关任务上

保持优秀表现，两者都是源于提升和保持自我价值的愿望。事实上，

当参与者有机会通过其他途径提高自我价值时，这两种倾向都会减

少。这表明当自我肯定的需要得到满足时，寻求机会分享朋友带来的

荣誉或避免与朋友进行令人不愉快的比较会让人们感到更少的压力。

类似的研究为SEM的其他方面提供了支持（Tesser & Campbell，

1983；Tesser，1986，1991）。总之，这个研究表明，关系密切的优

秀他人在某个人不在乎的维度上超过他时，会提升这个人的自我观，

但一个人在他自己也期望有优越表现的维度上被超越时，就会威胁到

他的自我观。近来更多的研究表明，人们遇到他人在高度自我相关的

维度上超过自己时并不会总是感到泄气，有时还会被这些个体所鼓

舞。下面对此进行讨论。

角色模式对自我的影响 　我在完成博士论文和寻找一个作为社

会心理学家的学术职位的那一年，我自己所在的系正在招聘一个社会

心理学助理教授。优秀应聘者的简历在我们这些研究生中间传播。至

今我还记得，当我们看到其中一份简历时所体验到的敬畏和震惊。这

个应聘者即将从一个杰出的研究计划中毕业，已经发表了一系列令我

们感到惭愧的论文。我们当中最好的人也只发表了两三篇文章，而这

个人发表文章的清单就有两页！看过这个不同寻常的成就记录后的几

周里，我们所有人都难受地感觉自己无能。然而，后来我认识到，作

为一个杰出研究计划的学生，我们周围都是取得了更大成就的教授，

每天我们都在与这一领域的巨人交谈。但这些杰出的学者并没有让我

们觉得自己无能，他们在鼓舞和激励着我们。为什么这个年轻的应聘

者比那些更有成就的教授们对我们有更大的威胁呢？

这个职位的候选人更具威胁的原因是，他与我们处在相同的职业

阶段。我们认识到，对于我们来说，在研究生阶段要取得与这个杰出



的学生一样的成就已经太迟了。相反，我们的教授比我们的年龄大，

处于职业发展的高级阶段。因此，我们只能仰望他们，希望将来的某

个时间能够与他们看齐。这个分析表明，高度自我相关的优秀他人对

自我的影响将取决于他人成就的可达到性：一个自己达不到的成功榜

样会让自己的较少成就比较起来显得微不足道，让我们感到低人一等

和失去信心。相反，一个自己可以达到的成功榜样意味着如果我们努

力工作也能够取得那样的成就，会鼓舞和激励自己为取得这些成就而

努力，让我们感到有能力这么做。

为了检验这些观点，Penelope Lockwood和我向实验的参与者介绍

了一位杰出的大学生，他的成就对于参与者来说在学校期间是可以达

到或不可能达到的（Lochwood & Kunda，1997）。在一篇伪造的报纸

文章中，这个杰出的大学生被描述为大学四年级会计专业的学生，拥

有引人注目的成就记录。除因学业优秀获得过重要的奖学金外，他还

积极参加体育活动和社区服务，据说正在考虑来自几个著名公司提供

的工作机会。实验的参与者是经过选择了的会计专业大学一年级或大

学四年级的学生。我们认为，对于会计专业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来说，

这个杰出学生的成就是可以达到的，他们的学术生涯还很长，鉴于他

们以往学业优秀的历史，取得相同的杰出成就仍在可以达到的范围

内。相反，我们预期同样的成就对于大学四年级的学生来说是不可达

到的，他们要想取得与这个杰出学生同样的成就已经太迟了。因此，

我们预期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会被这个优秀学生所鼓舞和自我提升，而

大学四年级的学生会由于同一学生而感到失去信心。

读过有关这个杰出学生的报道以后，实验的参与者在一系列与职

业成功有关的形容词上来评价自己（例如，聪明的，有技能的）。控

制组的参与者做同样的自我评价但开始没有阅读有关这个杰出学生的

报道。如图10.2中所示，对于一年级的学生来说，那位杰出学生的成

绩似乎是可以达到的，很明显由于杰出学生而自我提升：那些读过杰



出学生报道的大学一年级学生相比控制组那些没有读过报道的大学一

年级学生，对自己的评价更高。对于大学四年级的学生，杰出学生的

成绩对于他们来说似乎是不可达到的，由于杰出学生而感到失去信

心。读过杰出学生报道的大四学生比控制组的大四学生显得更不积

极，尽管这种差异并没有达到显著水平。

图10.2　读过和没读过杰出毕业生报道的大一和大四学生所做自我评价的平均值。

更高的分代表自我评价更积极。

资料来源：Lockwood & Kumda (1989,表2, p.97). Copyright 1996) by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大学一年级和大学四年级的学生关于自己对杰出学生的反应所提

供的解释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大部分大学一年级的学生（82%）报告

说自己被杰出学生所鼓舞（例如，“……我现在就想努力学习以获得

他所获得的奖学金……”，“……看到他取得的成绩后，我知道我必

须努力”；Lockwood & Kunda，1997，p.98）。相反，只有很少的大

四学生报告受到了鼓舞（只有6%）。相反，大四学生把精力集中于解

释为什么杰出学生是与他们无关的（例如，“……你不能把这个世界



上任何两个人之间的‘成功’进行对比，因为所有人从自己的角度来

说都是与众不同而且成功的”，“我通常更多地受自己如何看待自己

所影响，而不是受我与同学比较起来如何所影响”，（Lockwood &

Kunda，1997，p.98）。50%的大学四年级学生以这种方式贬低比较过

程，而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很少有人这么做（只有6%）。而且，尽管大

四学生比大一学生在年龄和职业生涯阶段方面与杰出学生更接近，大

四学生认为从比较的目的来看，杰出学生与他们更不相关。这些结果

表明，只有大学一年级的学生被杰出学生所鼓舞。大四学生发现杰出

学生对自己更多的是威胁而不是鼓舞，他们企图通过使杰出学生与自

己的相关性最小化、贬低社会比较的价值来排除这种威胁。如果一个

人相信他能够达到类似的成就，那么一个相关的杰出学生就是令人鼓

舞的，否则会让人失去信心。

由Lockwood和Kunda（1997）进行的其他研究也发现，对于那些认

为杰出人物的成就是可以达到的人来说，一个在高度相关领域表现优

异的杰出人物可以促进自我提升和激励个人。这些结果与Tesser的SEM

模型相反（Tesser，1986，1991）。SEM模型认为，一个人被关系密切

的他人在自我相关的领域超越时，对自我会产生消极的结果。Tesser

及其同事可能忽视了相关的优秀者能起激励作用而不是使人失去信

心，因为在他们的实验中优秀他人的成绩总体来说是无法达到的：典

型的情况是，参与者遇到一个在测验中超过自己的人，而这个测验又

不会再来一次，因此参与者对将来改善自己的相对地位不抱什么希望

（Major，Testa，& Bylsma，1997）。Lockwood和Kunda也发现，这种

无法达到的成功榜样让人感受到威胁。不过，他们也发现，可达到的

成功榜样可以起到促进自我提升和激励的作用。

看来一个优秀的他人可以通过两种不同的途径让我们对自己感觉

良好。优秀他人可以通过反射的过程来提升我们的自我观，这个过程

让我们感受到这个人反射出来的荣耀（Cialdini et al.，1976；



Tesser & Campbell，1983）。优秀他人也可以通过激励作用来提升我

们的自我观，引导我们期望并努力获得同样出色的成绩（Lockwood &

Kunda，1997）。为了说明这两个过程的不同，让我们想一想不同的美

国观众对一个美国运动员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金牌的不同反应：

一些正处于发展阶段的运动员希望四年之后可以看到自己站在同一个

领奖台上，他们会付出双倍的努力以达到这个目标。这样想的人会受

到激励，而其他人没有做运动员的抱负，只是作为一个美国人而感到

骄傲。这些人正分享由美国同胞反射出来的荣耀。

一个人从他人的成绩获得的快乐，和一个人由于自我具有取得相

当成就的希望而获得的快乐涉及自我的不同方面：当我把自己看做更

大的社会团体中的一员时，这个社会团体可能是家庭或国家，我就会

分享他人的成功。我感觉很好是因为我所属团体的成员使团体变得更

好。相反，当我把自己看做一个独特的与众不同的个体时，我会享受

自己未来的成功前景。我感觉良好是因为我预期自己会变得更好。总

之，反射会提高一个人社会的、集体主义的自我，而激励会提高个体

的、个人主义的自我（Brewer & Gardner，1996）。这种个体的、个

人主义的自我与社会的、集体主义的自我的差异在东西方文化差异的

讨论中处于核心地位（Markus & Kitayama，1991），这将会在第11章

中进行详细探讨。现在，我关注与优秀他人进行比较的意义。

一个人要通过反射充分享受另一个人的成就，必须把个人的自我

隐藏起来，而关注社会的自我。事实上，只有在优秀他人擅长的领域

不是自己期望擅长的领域时，在他们因为自信而一点也不必考虑自己

的自我价值时，以及当他们与他人的社会纽带很突出之时，人们才会

分享由密切关系的优秀他人所带来的荣耀（Brewer & Weber，1994；

Pelham & Wachsmuth，1995；Tesser，1988）。而当他们关注个体的

自我时，如果相信自己最终能够达到与优秀他人相当的成功，就会从

优秀他人身上获得个人的鼓舞（Lockwood & Kunda，1997）。然而，



当一个人的个体自我凸显出来，而其他人的优秀成绩似乎是不可达到

的时，优秀他人就会让人感受到威胁和失去信心。

这个讨论一直集中在人们对优秀他人的反应上。当然，表现差的

他人也会影响人们对自己的看法和感受。通过与一个表现比我更差的

他人比较，可以使我看起来更好，提升自我价值感。然而，这种表现

差的人也凸显了我可能落入的陷阱。如果我感到有能力避开类似的灾

难，这样的威胁会驱使我改善和采取行动，但如果我感到没有能力避

免类似的命运，这样的威胁只会使自己失去信心（Major et al.，

1991）。有证据表明，表现差的他人有时会引起自我提升，有时会导

致一个人失去信心。不过，有关这些过程的观点仍是猜测性的（综述

见Major et al.，1991）。

总体来说，这部分的研究回顾表明，自我与对他人的知觉是错综

复杂地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自发地运用自我的知识去弄清他人的行

为。反过来，自我观也受我们对他人的认识的影响。有关他人成功和

失败的知识会导致我们思考自己的前景，重新评价自己的能力并修正

自己的目标。

到目前为止，我一直把自我当做信念、情感和目标的宝库。我也

讨论了自我的内容、情感特性和组织如何影响一个人对自我有关信息

的加工、人际判断和行为，以及一个人与自我有关的信念和抱负反过

来如何受其周围的社会环境影响。现在，我转向自我的另一个重要方

面，即它的执行功能。在下面的部分，我在讨论自我时不是把它当做

知识的集合体，而是当做一种控制机制。

自我调节



目前很清楚的一点是，自我不是一种被动的知识结构。更确切地

说，自我积极努力地去控制和修正它自身的思想、情感和行为，也影

响和改变环境。“自我调节”（self-regulation）这个术语就是指自

我的执行和控制的方面。在这一章乃至整本书中包括的许多主题，事

实上都可以看做自我调节的例子。当我们决定追求哪个目标时（促进

或预防，自我提升或自我证实），当我们决定如何去追求我们的目标

时（修正对自己或他人的知觉，寻求或避免某种信息和情境），当我

们试图控制自己的心情及其表现时，当我们试图不带有偏见时，当我

们试图抑制令人不愉快的想法时，当我们试图坚持健康的饮食和锻炼

习惯时，等等，我们都会进行自我调节。鉴于相关的研究非常多，我

在这部分只关注超越特定调节任务的、自我调节的普遍规律

（Baumeister，1998）。

自我调节是适应性的

许多早期关于自我调节的研究关注儿童延迟满足的能力。这方面

的许多研究都运用了下面的范式。将一个儿童单独留在房间里，让他

面临一种选择：这个儿童可以一直等到实验者回来，得到诱人的奖赏

（例如，两块果汁软糖），或者儿童叫实验者马上回来，得到不那么

吸引人的奖赏（只有一块果汁软糖）。在这种情境下，那些能够抵挡

诱惑的儿童会获得更诱人的奖赏。因此，儿童等待的时间越长，其延

迟满足的能力就越好（Mischel，1974，1996）。

研究表明，以这种方式延迟满足的能力反映了高水平的适应技

能。在一项研究中，要求那些十年前作为学龄前儿童参加了这种延迟

满足实验的儿童的父母们在多个维度上评价他们那些现在已成为青少

年的孩子们。很明显，儿童在学龄前时期的延迟满足能力预示了他们

在高中阶段的社会和智力方面的表现：那些为了得到更诱人的奖赏而



等待更长时间的儿童，在十年以后被他们的父母评定为具有更多学业

成就和社会方面的技能（Mischel，Schoda，& Peabe，1988）！儿童

早期的延迟满足能力反映了自我调节中一种广泛、持久和高度适应的

能力，即在学术领域和人际交往领域取得成功所需要的调节和控制个

人的思想、情感和行为的能力。那些年幼时能够进行这种自我调节的

儿童在其成熟后表现出具备了这种成功的能力。

自我调节需要精力

自我调节并不总是容易的。许多研究都表明，控制一个人的思想

和情感是要花费精力的。最值得注意的是，当一个人因为自己的认知

资源有限而不能投入足够的精力时，努力去抑制不想要的思维是徒劳

的（综述见Wegner，1994；详细讨论见第8章）。同样，努力去调节一

个人的面部表情或忽略分心刺激物都需要许多精力，它们会干扰其他

需要精力的任务（综述见Gilbert，1989）。而且，自我调节是如此让

人消耗精力，以至于在努力完成一项自我调节任务时，人们很少能完

成另一个不相关的任务。

在证明这个观点的一个实验中，招募一些饥饿的学生进行味觉研

究（要求他们实验前的一餐不要吃）。参与者到来后被带到一个充满

着刚出炉饼干香味的房间里，坐在两个食物展台前，一个展台是诱人

的饼干和糖果，另一个展台是一堆小萝卜（Baumeister et al.，

1998）。在一种情况下，要求参与者单独在房间待五分钟，指示语要

求他们必须吃几个小萝卜但不能碰饼干和糖果。换句话说，要求他们

运用自我控制去抵御饼干的诱惑。在另一种情况下，要求参与者吃饼

干和糖果，但不要碰小萝卜。换句话说，他们允许屈服诱惑而不是抵

挡它。还有一个是控制组，参与者没有接触任何食物。接下来要求所



有的参与者解决几个实际上无法解决的难题。研究者感兴趣的问题

是，参与者在完成这种令人沮丧的任务中能坚持多久。

如果抵挡诱惑消耗了精力，那么它应该只留下很少的精力给随后

的任务。事实上，那些被要求抵挡饼干诱惑的参与者由于自我控制的

行动而看上去精疲力竭。那些吃了饼干的参与者和控制组的参与者花

了大约20分钟的时间尝试解决这些不能解决的难题，而那些被要求抵

挡诱惑的参与者只花了大约8分钟就放弃了。随后的一些研究表明，其

他形式的自我调节，如在观看情感电影时抑制自己的情绪，导致了类

似的资源耗竭，损害了参与者在后续任务中的表现。（Baumeister et

al.，1998；Muraven，Tice，& Baumeister，1998）。

总之，自我调节需要大量精力。成功的自我调节侵占了其他同时

进行的任务可使用的资源，耗竭了后续任务所需的精力和能量。那些

擅长在自我控制和意志力方面花费精力的人能很好地应对现代生活的

需求。

有人可能认为，对有关自我的目标、组织和内容方面的研究感兴

趣的研究者，其研究的许多过程都包括自我调节。事实上，无论什么

时候，一个人在寻求某种知识和抵制其他的知识、力图自我验证或自

我提升、寻求某种人际关系情境而躲避其他的人际情境、或者选择某

种认知和人际策略而不是其他的策略时，都需要进行自我调节。最近

进行的有关一个人明显的自我差距如何影响某种人际策略选择的研

究，明确地把自我调节与自我的表征和组织联系起来（Higgins，

1998）。在其他研究中，自我这些不同方面的联系仍然是内隐的。而

且，尽管自我调节具有普遍性，但在这一领域，仍缺乏一个把自我调

节的不同方面联系起来的广泛的理论架构（Baumeister，1998）。

长期以来，对于自我本质的探究一直让许多不同的思想家们着

迷，包括诗人、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社会认知作为其中的一个部分，



对此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在自我影响一个人对社会世界的理解、一

个人对社会世界的理解影响自我的方式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

然而，尽管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就，但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

总结

自我的内容和结构能影响我们理解自我和他人的方式。人们在哪

些特征是核心的和自我定义等方面是存在差异的。对于大多数核心特

征，我们都可能形成一个复杂的自我图式，它是对我们相关行为的记

忆和信念的整合。那些在某个特质如独立性方面具有自我图式的人能

很快判断出他们在这个特质上的位置，并能用大量个人事例去支持这

个观点，不愿意接受那些对自我观点提出质疑的证据。他们也拥有关

于这个特质更普遍的专业知识，并运用这些知识去理解他人的行为。

尽管我们对自我有许多稳定和持久的记忆和信念，我们的工作自我概

念，也就是我们在特定时间的自我感，从一个场合到另一个场合是变

化的，且作为自我知识的不同子集被激活。

人们在整体自我评价或自尊的积极性方面也存在差异。那些高自

尊的人认为他们自己是有价值的而且是成功的，倾向于拥有清楚的、

自信的、稳定的自我知识。相反，那些低自尊的人认为自己是个失败

者，倾向于对他们的身份感到是不确定的和混乱的。这两类人在保护

和提升自我观方面运用的策略也是有差异的。高自尊的人试图将自我

提升到最大程度，低自尊的人试图将自我贬低到最小程度。

自我知识的组织也影响对自我有关信息的反应。那些具有高自我

复杂性的人，他的自我表征包括许多不同的方面，与那些具有低自我

复杂性的人相比更不易受应激事件的伤害，因为对高自我复杂性的人

来说，打击所造成的消极后果只会局限于自我的某个方面，而对于低

自我复杂性的人来说，这种消极后果会扩散到自我的其他所有方面。



除了我们现实的自我以外，我们还具有自己应该是什么的自我观

和我们理想中期望成为什么的自我观。在现实的自我和理想的自我之

间有显著差异的人，会关注于他们希望的积极后果。这会使他们对其

他人生活中积极后果的存在和缺失变得敏感，导致他们在社会生活中

寻求积极的后果。这种差距也会引起悲伤和沮丧的情绪。相反，那些

在现实的自我与应然的自我之间有明显差距的人会关注由于他们没有

履行责任所带来的消极后果。这使他们对其他人生活中的消极后果的

存在和缺失变得敏感，导致他们在社会生活中避免消极的后果。这种

差距会导致担心和焦虑的情绪。

对自我的信念也会影响我们寻求反馈的种类。只要可能，我们就

会寻求有关自己最好特征的反馈，这种反馈能满足我们自我提升和自

我验证的愿望。不过，当不得不关注不足的方面时，我们通常会偏爱

那些验证这些不足的反馈甚于那些与自我消极观点相矛盾的自我提升

的反馈。尽管会寻求验证自己不足的反馈，但我们并不喜欢接受这种

反馈。与得到应得的批评相比，我们在得到无理由的赞扬时会感到更

快乐。

当我们对他人作出判断时，自我知识会起作用。我们通常会把其

他人的表现与自己加以比较来评价他人。结果，我们对他人的评价取

决于自己的能力。我们也通过与他人的比较来评价自己。那些超过自

己的其他人使我们体验到激励和自我提升，或者失去信心和自我贬

低，这取决于我们对他人成就所感受到的威胁程度如何。

自我也具有执行和控制功能。自我调节是需要精力的，并消耗为

其他任务留下的资源和能量。因此，在一个领域进行自我抑制之后，

我们会发现很难调节和控制其他方面的思想和行为。对这种需要付出

精力的自我控制进行调控的能力具有高度的适应性。



第三编　跨文化的视角

第11章　文化

读到这里，在先前知识的基础上，大家已经对社会认知的研究有

了初步的了解，社会认知研究揭示人们如何认识自己和社会的普遍规

律。但是这种规律是否具有普遍适用性呢？因为关于社会认知的研究

大部分是在北美进行的，其他一部分是在西欧完成的。所以，研究的

结果是否仅仅适用于北美或是整个西方呢？这样，我们就产生了疑

问，在社会认知过程中，文化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人类学家很早就注意到东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下成长的个体是有差

异的（Shweder & LeVine，1984）。举例来说：在美国，有这样的一

句话“吱吱作响的轮子能得到润滑油”。而在日本，则有“捶打出头

钉”的说法。在引导孩子吃饭问题上，美国的父母会用非洲儿童做比

较，让孩子想到他们自己是多么的幸福；而中国父母则告诉孩子农民

伯伯种田不容易，浪费粮食就会对不起他们。在员工激励方面，美国

公司会让员工每天工作前在镜子面前重复100次“我很美丽”；日本公

司则会告诉员工每天要对别人说“你真美丽”（Markus & Kitayama，

1991）。美国儿童在组建运动队时，先选出两个队长，然后由队长轮

流选择队员；而日本则不采取这种方法，因为他们认为最后被选中的

队员会感到失望，所以他们按班级或者名字的排序来选择队员。在美

国，妈妈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够成为一个快乐成功的人；在日本，妈妈

希望孩子能够成为一个不让他人讨厌的人（N.D.Kristoff，1998）。

以上事例反映了不同文化中人们对自我及自我与他人关系的理解

上存在着差异。在美国，自我是区别于他人的，他们认为个体是独特



的并且是与众不同的；相比而言，日本人在表达自我时，是要与他人

相联系的，并且和谐地融入群体当中。这样对自我和社会的不同建构

就会导致人们采用不同的方式来认识自己、他人，以及与他人的关

系。

迄今为止，关于文化差异的探讨主要是由人类学家完成的，通过

观察法和文献法来进行数据收集和分析。在最近10年，随着社会心理

学家的进入，他们开始关注文化对于认知、情绪、动机的影响，这样

就形成了一个新领域，可以称为“实验人类学”，即利用社会和认知

心理学研究中的严格实验法来探索文化差异，从文化差异的角度来解

释社会认知问题。在多数情况下，这些发现也可以解释社会心理学中

的现象，如基本归因错误、认知失调减少、自我提升需求等。

以基本归因错误为例，人们倾向于夸大行为的内在原因，而忽视

行为的情境压力，这可用于解释基本知觉过程。对于知觉者来说，他

们会将行为主体作为一个显著的知觉对象，而很少关注情境，因为我

们需要根据行为者的意向来进行因果解释，这是一条普遍规律。因

此，如果非西方个体比西方个体更少产生基本归因错误的话，那么就

会对上述结果造成威胁，这样的话，就可以从文化信念的角度来解释

社会行为。

关于文化差异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东西方文化差异，因此本章节主

要探讨的也是东西方文化差异研究。首先，在两种文化背景下，自我

概念是不同的：北美人和其他西方人将自我看做独立的个体，而在东

亚人看来，自我是依赖他人而存在的（Markus & Kitayama，1991；

Triandis，1989）。随后，我将探讨不同的自我概念对自我表达、归

因和动机的影响。

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可能从根本上影响人们如何认识和思考自我以

及他人，决定人们以何种方式对社会情境做出反应。然而，文化差异



并不能解释所有的行为。两种不同的文化可能只对特定行为的理解产

生影响，在其他社会交往方面则可能是相似的。这种文化上的差异甚

至也会出现在美国本土地区，比如美国北部和南部地区。我们将探讨

美国南北地区中，人们对名誉受到威胁时的不同理解，以及在自我判

断和行为上的差异。

东西方差异

独立自我和关系自我

独立自我　在大多数西方社会中，个体的社会化过程就是要成为

独一无二的人，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欲望，努力完成个人目标，自我实

现，充分发挥自身潜能。这样，自我被看成是一种独立、自主、个别

的存在，拥有独特的品质、能力、想法和感受（例如，我是聪明、友

善、负责的，我擅长数学，缺乏音乐细胞；我喜欢旅游，我想超越我

的同伴）。个体尝试公开表达这样的自我，并且不断地通过与他人比

较来确定自我的存在。这些内在的品质构成了自我，并赋予其意义。

当然，人们也必须认识社会关系中的自我（例如，与哥哥在一起，我

是具有竞争性的；与好朋友在一起，我是智慧的；与异性在一起，我

是害羞的），但是这些都不是自我认同的核心组成，它不包含在内在

品质的自我定义中。虽然在不同文化内部，对于自我的认识也有差

异，但是在西方独立自我更具有普遍性。

关系自我　我曾经听说一个日本学者让美国观众说出他们的神圣

权利和最终目标，美国人说：“生活、自由以及追求快乐。”日本学

者指出，美国人的祖先可能忽略了一些重要事情，他们会问：“你们

怎么看待和谐呢？”在许多非西方社会中（如日本、中国、印度），

个体的社会化是努力建立与他人和谐的关系，关注个体与他人的联



系，不断调整自己以适应社会环境的需要，并尝试融入社会群体当

中。自我被看成是与他人相连的，是社会网络的一部分。一个人的行

为、想法和感受是通过与他人的关系互动体现出来的（例如，我敬重

父母，我深知配偶的需求，家人认为我很友好，同事认为我喜欢旅

行，我希望所在公司能超过其他竞争对手）。个体对自我的认识建立

在他们的社会关系上，而自我最重要的部分来自与他人的关系互动

中。因此，自我的体验是不同的，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呈现出不同的

类型。

关系自我扮演这样的角色，关注社会职责和责任，尝试了解他人

想法和感受，最大程度地满足他人期望。可见，个体期望应与他人期

望相一致，而不是只表达个人愿望；在这里，依照自己愿望行事被看

成是一种幼稚的行为。关系不仅是实现个人目标的手段，更重要的

是，它本身就是一个最终目标，他人的期望就是自己的期望。不过，

需要注意，与独立自我相比，关系自我不具有普遍的仁慈性和关心他

人福利的特性，它不能满足所有人的需要，而仅仅针对内群体成员，

当然这个内群体是有严格界定的。

为了证明关系自我和独立自我中个体行为的区别，Markus和

Kitayama（1991）用与朋友进餐的例子来解释。美国人可能会问朋

友：“嗨，汤姆，你想吃什么样的三明治，我这里有火鸡肉、腊肠以

及奶酪。”然后汤姆将说出他喜欢吃的食物。这个互动过程是基于这

样的假设：汤姆有权选择他喜欢的和想要的食物。对于独立自我来

说，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很自然的，然而对关系自我来讲，就不会出现

这样的情况。日本人会问客人：“你喜欢吃什么样的三明治？”客人

会沉默一会儿，然后说：“我不知道。”这时，需要主人来读懂客人

的想法，判断客人喜欢吃什么，对于客人而言，则需要愉快地接受主

人提供的食物，并随时准备回请对方。随后，主人可能会说：“嗨，

托米奥，我为你准备了火鸡肉三明治，因为我记得上周你说比较喜欢



吃火鸡肉，不喜欢吃牛肉。”托米奥会对主人表示感谢（Markus &

Kitayama，1991，p.229）。

东方人通过与他人建立关系来表达自我，了解什么对他人来说是

重要的，将他人的目标建立在自身目标之上，这些对于西方人来说并

不常见，但也有例外（美国父母也会将孩子的需求放在自身需求之

上）。但是，通常来说这种关系自我主要出现在非西方社会中。事实

上，一些研究也揭示了这种东西方的自我认识差异，接下来将讨论。

自我认识的组成和内涵

丰富的自我表征　试着想象一个你非常了解的朋友，然后回答两

个问题：你像你的朋友一样害羞吗？你的朋友像你一样害羞吗？对于

这两个看上去一样的问题，美国人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Holyoak &

Gordon，1983）。当要求人们对熟悉和陌生的客体做出判断时，就会

出现一种系统性不对称：认为陌生的客体与熟悉的客体更相似，而熟

悉的客体与陌生的客体不相似。例如，对于那些了解美国的人来说，

他们就会判断墨西哥与美国更相似，而不会说美国与墨西哥相似。这

种不对称性可以利用 Tversky 的相似性判断对比模型来解释

（Tversky，1977）。根据这个模型，当问人们“美国和墨西哥相似

吗”，每个国家的独特性越多，那么它与其他国家的相似性就越少。

在这个比较中，关注对象（美国）的独特性会降低两者之间的相似

性，因为我们对美国很熟悉，我们能够意识到美国的独特性（例如，

这些特点都是墨西哥没有的），这样我们判断相似性的得分就很低。

相反，当墨西哥成为比较主体时（例如，墨西哥和美国相似吗？），

人们会关注墨西哥的独特性。由于我们对墨西哥知之甚少，只能想出

一点儿独特性，因此我们判断相似性的得分较高。



这种不对称性还出现在美国人对其与好朋友相似性的判断上，显

示出他们丰富的自我表征和他人表征。与多数人会判断墨西哥与美国

更相似一样，北美人会判断朋友与自己更相似（Holyoak & Gordon，

1983）。譬如，我会说你和我更相像，但是我却不说我与你更相像。

这表明，自我表征比他人表征更丰富；由于我更了解自己的独特品

质，当“我”是比较主体时，我就会判断“我”与你有更少的相似

性；而当“你”成为比较主体时，则我们会更相似。

可见，在独立自我文化中，与对熟悉他人的了解相比，我们对于

自我的认识更加丰富和全面。而在关系文化中，恰恰相反，这种文化

需要成员全面地了解每一个人，个体的主要社会任务是与他人和谐相

处，知道别人的想法，逐渐积累对他人的认识，甚至超过对自我的了

解。如果是这样，那么在自我和他人相似性判断任务上，就会与北美

的情况不一致。

Markus和Kitayama（1991）的研究支持了上述观点。他们让来自

北美和印度的学生进行相似性判断任务，比较自己和他人的相似程度

或者他人与自己的相似程度。图11.1显示：美国学生认为他人和自己

更加相似，而自己与他人不同；印度学生的结果正好相反。

总之，处于独立自我文化中的个体具有丰富和全面的自我表征，

而在关系文化中，这种优势就消失了，甚至刚好相反。两者的区别不

仅表现为对自我认识和对他人认识的丰富程度不同，还体现为内容的

不同，接下来将继续讨论。

整体性自我描述和情境性自我描述　想象一下，你需要对“我是

谁？”这样一个问题给出20项不同的答案，那么你的答案是什么呢？

你的回答应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文化背景。对于美国人来说，答案

是显而易见的，这些描述表现了一种稳定、独立的内在自我，体现为

对特质、能力、偏好等整体性描述。那么日本人在面对同样的问题



时，其答案体现了一种自我和社会情境的关系。也就是说他们将个体

放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中进行描述。

图11.1　美国和印度学生对自我与他人、他人与自我的相似性进行比较

资料来源：Markus & Kitayama (1991, 表2, p.231). Copyright 1991) by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Cousins（1989）对上述观点进行了证明，他选择美国和日本的在

校大学生，让他们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从他们的答案中选择5种

特质进行分析，发现美国学生更倾向于对自我采用整体的、非限定性

描述（如我很诚实，我很随和等），如图11.2所示；而日本学生则利

用社会情境来进行自我描述（如我是庆应的学生，我是一个在星期五

晚上玩麻将的人），此外他们也比较喜欢用概括性的词语来描述自我

（例如，一种生活方式，一个21世纪的人）。总之，美国学生的答案

是一种整体性特质描述，而日本学生的回答则涉及社会角色、活动、

偏好以及抽象概念。

如果给“我是谁”这个问题设定一个情境（比如，用家、学校和

好朋友来描述自己），会出现不同的答案吗？对于美国学生来说，由

于情境的介入，特质描述就失去了整体性，因为他们需要将特质融入



情境当中。而对于日本学生来说，这是很容易的，给他们提供了一个

在每个情境中展现特质的机会。从图11.2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学生

更多地使用了非限定特质来回答情境性问题（例如，好学的、安静

的、自负的），而美国学生则提供了限定性回答（如，与好朋友在一

起我是天真的）。最后，Cousins得出结论：这种对于情境性问题的限

定性意味着，情境中的自我不能反映真实、普遍的自我。

图11.2　美国和日本学生对“我是谁”这个问题的回答中整体性描述和情境性描述

所占的比例

资料来源：Cousins (1989, 表2, p.127). Copyright 1989) by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总之，对于美国人而言，在无情境限制时，他们采用整体的、非

限定的特质术语进行自我描述，而在特定情境时，他们采用限定性特

质术语来描述自我，日本人的情况相反。也就是说，美国学生更喜欢

利用特质来描述整体性自我，而日本学生更倾向于用特质来描述情境

性自我。这些发现表明，美国人的自我概念是独立于社会情境的，是

一种整体的、非情境性的自我；而日本人的自我是依赖于社会情境

的，由特定情境下的特质组成。



由于美国人将自我看做是一种超越情境的整体特质，所以他们倾

向于将他人行为归为一种稳定、整体的特质。而东亚人将自我看做是

依赖于社会角色和情境的特质，他们会将他人的行为归因于社会角色

和情境。这点将继续讨论。

内在特质归因和情境性归因

下面，想象一个你认识的熟人，他最近做了一件错事。那么你会

如何解释他出错的原因呢？答案会受到不同文化背景的影响。对于西

方人来说，他们根据稳定的内在特质来解释他人的行为（见第9章；综

述参见Ross & Nisbett，1991）。西方人很可能将熟人犯错归因于一

些根深蒂固的人格特质。比如，她撒了谎，因为她不诚实；他打了

人，因为他具有攻击性；她侮辱别人，因为她是冷漠的。西方文化认

为个人是独立和自主的个体，这造成他们倾向于采用基于内在特质的

归因方式；而在提倡个体与他人、社会关系的文化中，个体对社会行

为的解释就会有所差异。东方人会将他人的行为看成是由其社会角色

和人际情境决定的。东亚人将熟人的错误归因于他的社会角色或情

境；例如，她撒了谎，是为了让病人活下去；他打了别人，是因为他

受到挑衅；她辱骂别人，是因为她要发泄压力。

可见，在解释日常行为时，东西方是存在文化差异的。Joan

Miller对这点进行了研究。他的被试来自西方社会（芝加哥的美国

人）和东方社会（印度南部的一个城市，迈索尔）。要求每个被试对

熟人的行为进行解释，这些行为包括两个偏差行为和两个亲社会行为

（问题形式和“我是谁”差不多），然后将他们的回答进行归类，归

类依据是内在特质（骄傲，不诚实）或情境（包括人际关系；她是他

的婶婶，他有许多敌人），以及时空定位（如在上午的早些时候，他

离学校很远）。



美国人和印度人对于社会行为的解释截然不同。在表11.1中，我

们可以看到，美国人更倾向于利用内在特质来解释个体行为，而印度

人则更多地使用社会情境来解释个体行为，尤其在对偏差行为的解释

上，这种现象更明显。美国人的内在特质解释是情境性解释的3倍，而

印度人的情境性解释是内在特质解释的2倍。

表11.1　 美国人和印度人解释不同行为时归因方式的差异

资料来源：Miller　(1994, 表2, p.967). Copyright 1984) by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有趣的是，来自不同文化中的儿童对于社会行为的解释并没有差

异。可见，归因方式的文化差异只出现在成年人中，因为他们已经形

成了稳定的个体文化观念。

Miller报告了几个例子，证明成年美国人和印度人对于偏差行为

的解释是不同的。一个美国人描述了下面的违规行为：

这个违规行为涉及和我一起工作的一个老师，我们需要制定一个计划表。我想到一个

好主意来制订计划，并且告诉了其他的参与者，而之前提到的那个老师将这个计划据为己

有，迅速地提交给相关部门，就好像是他自己提出来的一样。

美国人利用内在特质来解释行为原因：“他是一个自私的人，他

只考虑个人利益。”

一个印度人也描述了类似的违规行为：



这与在某部门工作的一个学者有关，她刚获得了博士学位。她想从自己的课题中选出

4~5篇论文来发表。她撰写了许多论文，但是她的导师却将自己署名为第一作者，而她只能是

第二作者。她很伤心，因为荣誉一般只属于第一作者。

印度人并没有将这个行为解释成导师的品质恶劣，而是利用社会

角色关系来进行解释：“她是他的学生，单靠自己的力量是没有办法

发表论文的。”

尽管这些研究证明了文化差异影响到归因，但是还存在这样的可

能：美国人和印度人不仅在解释行为的方式上不同，而是在他们归因

行为的种类上不同；美国人倾向于描述可以用内在特质来解释的行

为，而印度人的行为可以用情境因素来解释。或许，如果条件允许的

话，美国人也能像印度人一样利用情境因素来解释行为吗？Miller对

此进行了验证，在他研究的第二个阶段，加入了新的实验组：由实验

者给美国人阅读一些行为实例，这些行为都是先前印度被试利用情境

性因素进行解释的（但是不给美国被试呈现这些解释）。在听完所有

的行为实例后，要求美国被试对行为进行解释。

即使美国被试尝试利用印度人的情境性归因方式来解释行为，他

们也更倾向于利用内在特质解释行为。平均来说，36%的美国人使用内

在特质归因方式，17%的美国人使用情境性归因行为。也就是说，美国

人在解释社会行为时更多地采用内在特质归因方法，而印度人更倾向

于将行为原因归为情境因素。这些差异似乎源于深层文化差异，即个

体概念化的方式，以及对个体与社会关系的不同理解。

在Miller的研究中，美国人和东亚人的这种本质差异不仅影响对

于熟人违规行为的判断，还能影响对陌生人偏差行为的解释。Michael

Morris和彭凯平（1994）考察了美国人和中国人如何解释一个恶名昭

著的杀人犯的杀人行为。在1991年的秋天，美国发生了两起类似的谋

杀案。一起发生在美国中西部大学里，一名中国学生由于申请奖学金



失利，没有得到助教工作，就射杀了他的导师以及其他几个人，随后

饮弹自杀。另外一起事件发生在底特律，一名爱尔兰裔美国工人失业

了，但没有申诉成功，失去了选择工作的机会，随后他射杀了自己的

上司和其他几个人，最后也自杀了。

Morris和彭比较了美国两家报纸对上述事件的描述。一家是英语

报纸（《纽约时报》），另一家是在美国出版的中文报纸（《世界新

闻》）。研究者对关于这两起事件的描述，根据其内在特质和情境性

归因方式进行编码。结果显示，英文文章更多地关注杀人犯的人格特

质（例如，他是脾气火爆的人）、态度（例如，个体认为枪是伸冤的

重要方法）、心理问题（例如，驱使个体成功的一种内在不安感和不

信任感）等。中文文章更多地描述人际关系（例如，与导师相处不融

洽）、现实处境（例如，他最近被解雇了）以及社会问题（例如，杀

人犯能够很容易地买到枪支）。总之，西方人关注内在特质而东方人

关注情境性因素。

在后续的研究中也出现了同样的模式。这项实验是在密歇根大学

进行的，让中国留学生和美国本土学生对上述两个杀人犯的行为进行

原因判断（Morris & Peng，1994）。总的来说，美国学生主要关注的

是杀人犯的内在特质，如杀人犯的病态人格；而中国学生主要关注情

境性解释、美国文化和现实处境（美国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和暴力电

影，经济衰退）。

以上研究表明西方人和东方人对人性的看法是不同的，对于社会

行为的因果解释也是不同的。然而，研究对象来自不同国家，使用不

同的语言，受不同社会制度的制约，只是对这些进行比较似乎力度不

够。或许两种文化下的个体对人性的态度没有差异，只是由于对问题

的含义及意图的理解差异导致解释不同。因此，东方人可能与西方人

拥有相同的归因方式，只不过当问题翻译成本国语言时，就会掺进他



们本国的文化，这样就不能充分检测出他们的观点。如果两种文化背

景中的个体对同一个问题的反应没有差异的话，就不能用文化差异解

释归因行为。虽然中国人和美国人对社会事件的关注点不同，但是对

物理事件的看法却没有区别。因此，如果两组被试对于问题的归因方

式是一样的话，即使对社会事件的解释不同，那么对于物理事件的解

释也是一样的。

根据上述的逻辑，Morris和彭（1994）又进行了一项实验，他们

制作了两套动态卡通，分别描述的是社会事件和物理事件。社会事件

描述的是一群方向一致的鱼与一条蓝色鱼的关系，例如，在某个动画

中，蓝色鱼游向鱼群并且跟随着这个群体；在另一个动画中，鱼群游

向蓝色鱼，然后再分开各自游。物理事件描述的是一个球体飞过足球

场，例如，其中一个动画表现的是这个移动的物体停止、运动、再停

止的过程；另一个动画表现的是这个球体速度逐渐减慢的过程，就好

像受到了外力的作用。

让中美两国的高中生观看这两套卡通动画，然后让他们进行等级

评定，蓝色鱼（社会情境）和球体（物理情境）的运动在多大程度上

受到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影响。对于鱼来说，内部因素包括饥饿，

外部因素可能是受到其他鱼的影响；对球体来说，内部因素可能是内

部压力的作用，外部因素可能是有人踢了球。通过这个方法可以对社

会事件和物理事件进行跨文化比较，它还有一个优点，那就是，两种

文化下的成员都是对同样的情境进行解释。

对于社会事件的解释具有跨文化的差异：平均来说，中国人更倾

向于外部因素解释，而美国人更注重内部因素解释。对于物理事件的

解释，中美学生并没有出现差异：平均来说，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的

评定得分并没有显著不同。



此外，中美学生对于所呈现问题的理解是没有差异的，对于因果

关系的认识也是没有差别的。当他们的观点相似的时候，对于物理事

件的解释也是相同的。但是，他们对于社会事件的解释是不同，因

此，可以假设他们对于社会事件的看法是有本质区别的。

综上所述，西方人将个体的社会行为归因于内部的、稳定的特质

（如，人格特质和态度）；而东方人则认为个体的社会行为取决于人

际关系、角色、处境和文化环境。这个结论有助于理解基本归因错

误，也就是人们倾向于高估行为的内部原因而低估行为的情境性解

释。所以，基本归因错误可能只是西方文化所固有的，在西方，人们

被看做自由的、独立的以及与周围环境相分离的个体。而在东方文化

下，个体被看成是与社会关系相连的、与他人相互依赖的，所以东方

人倾向于高估情境的重要性。

与东方人相比，美国人更可能出现基本归因错误。这个假设已经

得到一些实验证明（综述参见Fiske et al.，1998）。在经典的基本

归因错误范式中，被试看到一个人阅读某篇文章，该文章支持或反对

特定观点。美国人一般都会假设这篇文章反映了读者的个人态度，即

使他们知道这个人是在别人要求之下阅读的，他们的想法也不会改

变；例如，他们相信阅读赞成文章的人会比阅读反对文章的人体验到

更多的积极态度（综述参见Jones，1990；见第9章）。换句话说，他

们不接受一个人的行为受到情境影响这个解释。在这个原始范式中，

日本和韩国学生也出现了这个错误。但是，当对这个范式进行修正，

以突出情境性限制，美国人继续出现基本归因错误，而东亚人则不会

出错（Choi & Nisbett，1998）。这些研究表明东亚人有时是根据内

在特质来解释行为的，但是，当线索指向情境时，东亚人便抛弃了内

在特质解释，转而倾向于利用情境来解释个体行为。



显而易见，东西方社会的文化差异引发了许多不同，比如人们是

如何表征、理解和思考他人和自我的。两种文化下对于人性的不同认

识会影响到各自的成员持有何种动机，不同文化也会有不同的社会结

构来维持这种动机。这是接下来讨论的重点。

选择和失调

在北美进行了许多关于如何减少认知失调的研究，研究发现，当

北美人知道他们处在一个两难境地或需要做出一个很差的选择时，他

们会感到非常痛苦。为了降低这种痛苦，他们改变态度来适应行为，

将行为合理化。例如，对于学费上涨来说，虽然学生是反对的，但是

学校诱导学生支持学费上涨，那么学生在态度上就会更认同这件事。

对于两个同样有吸引力的选项来说，诱导人们做出选择时，与未做选

择相比，人们会增加对已选项的喜爱程度。这说明态度的改变会使人

们认为行为更加合理。此外，为了避免愚蠢行为的出现，人们就产生

了 态 度 的 改 变 （ Festinger ， 1957；Cooper & Fazio ， 1984；

Greenwald & Ronis，1978；Kunda，1990；见第6章）。Steven Heine

和 Darrin Lehman（1997）证明了这种现象只出现在西方人身上。

如果人们相信个体行为能够反映其内在特质，而且通过内在特质

来定义个体行为，那么西方人所做的愚蠢的行为和选择就会与个体价

值观相冲突。然而，如果人们相信个体行为是由社会环境决定的，也

就是说不是利用内在特质解释个体行为，那么，对于东方人来说，不

会对愚蠢行为感到痛苦和冲突，这样行为和选择就不会影响内在自

我，也就不会产生内部冲突。如果是这样的话，将东方人置于失调情

境中时，就不会产生态度的改变，不会在情境中体会到任何不快，也

不需要改变态度来减少失调。　



为了验证上述假设，Heine和Lehman（1997）进行了一项研究。他

们招募了两组被试，加拿大人和日本旅行者，进行音乐偏好的研究。

首先让他们对10张不同的CD进行喜好度评定并排序，然后让他们在排

名第五位和第六位的CD之间进行选择，这样就会产生冲突——“如果

我选择错了怎么办呢？”。为了减少这种担心，肯定自己的选择，个

体会夸大所选物的吸引力，贬低未选物的吸引力。这样，已选物和未

选物之间的评估差距就会越来越大。这个现象已经在北美人身上得到

证实（Brehm，1956）。此外，个体所做的选择受到内在价值观和合理

化选择的影响，当需要重新建立价值观时，个体就受到威胁；但是当

自我强化让人满意时，失调就会随着个体自我价值的增加而降低

（Steele，Spencer，& Lynch，1993；相关讨论见第6章）。那么，个

体对其选择进行合理化对于自我价值来说，起到积极还是消极的作用

呢？让被试进行人格测验，给予他们好或坏的反馈，或者不给反馈。

为了确保这些反馈能影响日本人，给他们提供了一些关系词汇，比如

忠诚、体贴、合作。完成选择和反馈后，被试给10张CD重新排序。

图11.3　接受积极、消极反馈或无反馈的日本被试和加拿大被试在反馈前后对所选

CD和未选CD喜好度的差距比较



资料来源：Heine & Lehman (1997, 表1, p.396). Copyright 1997) by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研究者计算了前后两次被试对所选CD和未选CD评价得分的差值，

然后对差值进行检验。如果被试合理化其选择的话，就会增加对所选

CD的喜好度，减少对未选CD的喜好度，那么选择后的排序差值就会大

于选择前的排序差值。如图11.3所示，在加拿大被试中出现了选择差

距，而日本被试则没有。此外，对于加拿大被试来说，选择的差距受

到人格反馈的影响；他们通过增加已选和未选CD之间的差距，使自己

的选择更加合理，尤其在得到消极反馈时会增加这种差距，而积极反

馈则降低了这种差距。一个与自我价值不相关的威胁使加拿大被试合

理化自己的选择，而且采用这样的方式让自己觉得作为一个理性的、

有价值的人做出了一个明智的决定。相比而言，日本被试对于CD的等

级评定并没有受到人格反馈的影响，他们并没有显示出合理化其选择

的倾向。

可见，日本人和加拿大人是不一样的，当日本人做出一个不好的

选择时，他们并没有感到任何不安，也没有尝试合理化其选择。此

外，当日本人的自我价值受到消极的人格反馈影响时，他们并没有进

行谨慎的选择来确保自我价值。这个差异说明：在不同文化背景中自

我的结构是不同的，对于北美人来说是独立自我，而日本人则是关系

自我。和独立自我不同，关系自我中的个体并没有把选择当成自我认

同的核心。因此，对于关系个体来说，当一个人做出了不好的选择

时，并不会威胁个体的完整性，做出好的选择也不见得就能加强个体

的自我价值。结果，他们就不会对选择进行合理化解释。

这么说来，西方比东方更加看重个体自我价值的保护、维持以及

提升，接下来将继续讨论。



自我提升和自我批评

平均来说，日本人比北美人具有更低的自尊水平。例如，日本学

生和来美国或加拿大旅游的日本人比美国人或加拿大人有更低的自尊

得分（Campbell et al.，1996；Diener & Diener，1995；Kitayama

et al.，1997）。这种低自尊并没有引起日本人的不快。日本人的自

尊和生活满意度的相关要低于美国人或加拿大人（Diener& Diener，

1995）。也就是说，在美国，自尊水平越低，生活满意度越低，在日

本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自尊水平和生活满意度关系的不同可能受到不同文化背景下自我

结构差异的影响：北美文化倡导高度的个人主义，强调自我的重要

性，而日本文化是一种集体主义文化，忽视自我，强调自我和他人的

关系。Diener等人（1995）进行了跨文化的大规模研究，选取来自31

个国家的学生，探讨文化差异对自尊和生活满意度关系的影响，然后

对这31个国家的文化在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两类上进行等级评定。结

果显示，文化等级与自尊和生活满意度关系之间是有联系的：一个国

家个人主义的程度越高，自尊水平和生活满意度的关系越显著。

上述发现表明维持和提升个体自尊水平对于西方文化来说是非常

重要的，因为在西方自我具有独立性，和东方的关系自我是不同的。

我们还发现，北美人尝试维持和提升自我，就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

出色。此外，西方人的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依赖于他们积极看待自

我的能力（见第6章和第10章；Taylor & Brown，1988）。虽然自我提

升的需要经常被当做人性的一个基本和普遍的特点，但实质上这只是

出现在西方文化中。在一个宣扬独立和自主的文化中，自我的积极观

念（个体特质、能力和前景）能促进自我完善和自我价值的认同，在

这个文化中，自我的意义来自自身独有的特质，一个人的自我价值依

赖于积极的特质，以及维持和提升积极特质的强烈动机。



相比而言，在一个认同关系自我的文化中，如东方社会，对自我

的积极认识不会推动与他人关系的建立。因为在这个文化中，自我是

由社会关系组成的，不需要依赖内在特质，个体自我价值的实现不需

要积极的特质，个体也不需要维持和提升积极特质。

如果上述分析是正确的话，那么自我提升偏见应该只出现在西方

社会中，而很少在东方社会观察到。Heine和Lehman（1995，1997）验

证了这个假设，即自我提升偏见主要出现在西方，那里的人普遍认为

自己比其他人优秀。许多研究显示，平均来说北美人相信自己比平均

水平要好：他们认为自己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的积极特质，能得到更多

的期望结果；拥有更少的消极特质，得到不期望结果的可能性更小

（见第6章和第10章；Taylor & Brown，1988）。但是日本人是不是也

会出现同样的情况，认为自己比他人优秀呢？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Heine和Lehman（1997）选取了3类被试：日

本本地学生，亚裔加拿大学生，欧裔加拿大学生。研究人员让被试评

价自己在10个特质上与同龄人相比是好还是坏。其中5个特质代表独立

自我（吸引、有趣、独立、自信、智慧），另外5个特质代表关系自我

（合作、忠诚、体贴、努力工作、可靠）。

如果被试对某个特质的自评得分与平均数一致的话，那么他们就

会判断有50%的人在该特质上要好于自己。如果自评得分高于平均水

平，则会有少于50%的人好于自己，如果自评低于平均水平，则会报告

高于50%的人比自己好。当然，不可能所有的人都高于平均水平。因

此，如果一个群体的平均评价低于50%，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这个群体

出现了自我提升偏见；也就是其成员提高自己在整体分布中的位置。

这个比例的平均数越低，自我评价越高，自我提升偏见就越显著。那

么上述3组被试的结果如何呢？



先看表11.2的前两行数据，欧裔加拿大人比日本人具有更显著的

自我提升偏见，亚裔加拿大人处于两者之间。对于独立特质来说，日

本人没有表现出偏见，平均来说，大约50%的人比他们好。相比，欧裔

加拿大人认为大约25%的人比他们好。对于关系特质来说，也出现了同

样的模式，即使对于忠诚和合作这些似乎是日本文化的提升目标的特

质，日本人也没有提高自我评价，而欧裔加拿大人将自己置于更好的

位置。简言之，日本人比欧裔加拿大人有更少的自我提升倾向。有趣

的是，对于亚裔加拿大人来说，他们长期暴露在两种文化下，结果处

于两个国家之间，只是显示了部分的西方文化模式。

表11.2　在独立特质和关系特质方面优于自我和家庭成员的人数比例的评估值

资料来源：Heine & Lehman　(1997, 表1, p.1272). Copyright 1997) by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注意：数值越低代表群体的自我提升越大。

是不是说日本人没有自我提升的期望呢？或者可能会有，只不过

并不像北美人那样，自我价值实现不依靠自我特质的评价，而是来自

集体的荣耀感？如果是这样，与北美人夸大自我来说，日本人更注重

家庭和他们所属群体。为了证明这个可能性，Heine和Lehman（1997）

让上述3组参与者回答同样的问题，比较对象是与其关系亲密的家庭成

员。



结果见表11.2后两行，当评价对象是自我时，则很少出现自我服

务偏见；当评价对象是亲密家庭成员时，则显示了一些自我服务偏

差；这时，评价比例显著低于50%。但是还是低于欧裔加拿大人的偏见

水平。也就是说3组被试评价家庭成员的偏见水平要高于对自我的评

价。我们只能推测这个结果的原因：提升对亲属的评价比提升自我评

价能体会到更多的喜悦，当对亲属进行评估时可以摆脱谦虚的束缚，

抑或是个体对于亲属的评价只是选择了不同的价值体系。无论何种情

况，这些实验都说明了日本学生与欧裔加拿大学生相比，显示出更少

的自我提升和更少的家庭成员提升。

有争议的是，家庭成员并不能代表整个群体，结果不能推广到个

体对群体的评价上，毕竟家庭成员也只是一个个体。或许，日本人是

通过社会群体来体现个体价值，那么当对所属群体进行评价时就会存

在高于北美人的偏见。然而，Heine和Lehman（1997）的研究发现，并

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当让被试评价他就读的大学和其他学校时，日本

学生再次出现了较少的自我提升偏见，而欧裔加拿大人倾向于提高自

己学校的相对位置，日本人则相反，他们会倾向于贬低对自己学校的

评价。亚裔加拿大人还是处于中间模式。

上述研究表明，日本人与北美人相比具有更少的自我提升、家庭

成员提升以及所属社会群体提升的动机。虽然这个结果是由于个体建

构和认识自我与他人关系的不同所引起的，但是可能不存在本质上的

不同。在评价自我与他人关系的方式上的不同可能反映不同的标准，

而不是不同的心理过程。或许日本人和美国人一样认为自己比他人

好，而他们只是不公开地表达这些观点。为了避免独树一帜和显得与

众不同，他们采取了保守原则，不凸显自己。虽然这些研究还不能充

分说明上述假设，但是其他研究也揭示了这些不同。东西方文化不仅

影响个体性格，也影响个体满意度的表达方式（Kitayama et al.，

1997）。



社会认知理论和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发现是，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个

体对于同一情境的理解是存在差异的，他们是利用不同的知识结构、

目标和感觉来认识这个情境的（见第2章）。Kitayama和他的同事

（1997）证明了不同的文化孕育了不同的集体，使不同文化下的人们

对于情境形成不同的建构、定义和提取方式。此外，每种文化下的个

体都能很好地适应情境，满足个体需求。当个体遵循文化的要求，履

行文化对思想、感情、行为的模式规定时，最终又强化了这样的模

式。当思想和行为与本国文化相一致时，你就会更加支持和推崇它。

Kitayama等人的研究假设是：日本人和美国人的主导目标是不同的。

无论是人类学研究还是实验研究都证明了上述的假设，人们在认识自

我上存在文化差异：正如我们看到北美文化推崇自我提升，而日本文

化提倡自我批评（Kitayama et al.，1997）。在关系文化中，个体价

值是通过群体来体现的，依照群体的标准来做决定是很重要的，能够

使个体更好地适应群体。Kitayama和他的同事证明了西方文化下的自

我提升和东方文化下的自我批评这两种动机，将影响两种文化下个体

对情境的认同，也就是东西方人如何将自己融入情境中去。为了验证

这一点，Kitayama和他的同事选取了在日本和美国社会中被看做自我

提升和自我贬低的不同情境，然后检验日本和美国学生如何看待这些

情境。第一步，选取大量的日本和美国大学生，让他们说出哪些情境

让他们感到自尊增强，哪些情境让他们觉得自尊受损。然后，研究者

随机选取了日本社会中的100个成功情境和100个失败情境，也选取了

美国社会中的100个成功情境和100个失败情境。　

日本的成功情境包括：“我记得我完成过一件困难的工作”，

“一个我喜欢的人告诉我，他很高兴见到我”，“我感到人们对我很

信任”。失败情境则是：“我被结婚对象抛弃”，“因为别人的过

错，我受到责备和训斥”，“在众人中，我是唯一一个被人遗忘的

人”。美国的成功情境是：“当我的论文或考试得到A+的时候”，

“别人告诉我，我在他们身边能给他们带来快乐”，“当我为自己准



备了丰盛早餐的时候”。失败情境是：“当你和朋友在一起，他们想

让你离开”，“当你自认为是朋友的人没有给你任何解释”，“当我

的车撞到别人并造成严重伤害”（Kitayama et al.， 1997，

p.126）。事实上，当一次只评价一个例子时，日本情境和美国情境没

有什么不同，大多数情境都适用于两种文化背景。但是，作为整体考

虑时，两种情境就完全地不同，如下所述。为了检验不同文化背景下

的成员对这些情境的认识，研究者重新取3组被试：日本本土学生、来

美学习的日本留学生以及美国白人学生。给这些被试呈现400种情境，

让他们报告在每个情境中，自尊受到影响的方向（积极与消极）以及

程度。日美学生对于同种情境的体验是否存在差异呢？美国情境和日

本情境是否也会引发不同的反应呢？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日美两国学生对于同种情境的认识是不同的。美国学生认

为成功情境（86%）与失败情境（79%）相比，和自我的关系更大些。

无论是日本情境还是美国情境都出现了这样的结果。相比而言，日本

本土学生认为失败情境（82%）比成功情境（74%）与自我的关系更加

紧密，并且无论是日本情境还是美国情境都出现了这个结果。日本留

学生也出现了这个模式，但是程度要低于日本本土学生。因此，当认

识不同的情境时，美国学生更倾向于发现那些提升自尊的情境，而日

本本土学生则关注那些自我批评和贬低的情境。

上述情况还体现在被试对与自我相关的不同情境中自尊水平升高

和降低的程度判断上。美国学生认为他们的自尊水平在成功情境下会

提升，而在失败情境下会降低，但是前者比后者幅度要大。而日本本

土学生认为自尊水平在失败情境下降低的幅度大于在成功情境下提高

的幅度。日本留学生的反应与日本本土学生相似，但程度较低。也就

是说，美国人更看重自我提升机会，降低失败的作用，而日本人则相

反。



图11.4　不同情境和文化背景下的相对自尊改变程度（例如，成功情境时自尊的提

高减去失败情境时自尊的降低）

资料来源：Kitayama et al.　(1997, 表1, p.1523). Copyright 1997) by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重要的是，对不同文化情境的判断也存在上述差异。在美国情境

中，无论对于哪个国家的学生来说，成功情境比失败情境更能影响个

体自尊水平。然而在日本情境中，结果正好相反，失败情境比成功情

境更能影响自尊水平。不同的是，积极美国情境中个体体会到的愉悦

感程度要高于消极美国情境中的失落感，而日本情境则相反。因此，

置身于美国情境中的个体体验到更多的自尊激励。相比，在日本情境

中的个体体验到更多的自尊贬低，更具有自我批评精神。

在图11.4中，我们可以看到上述结果。图中显示，通过比较，被

试获得了自尊水平的改变，在成功情境中提升了自尊而在失败情境中

降低了自尊水平，然而其改变量的差值是不同的。正值表示个体在积

极情境中的自我提升程度大于在消极情境中的自我贬低程度。这样的

个体被视为具有自我提升倾向。相比而言，负值表示消极情境中的自



我贬低程度大于积极情境中的自我提升程度，这样的个体被认为是具

有自我批评倾向。两类自尊改变的相对分数是依照日美两种情境进行

分类计算的。

第一，在图11.4中，我们可以看到日美学生在自尊改变模式上是

不同的：美国学生更倾向于自我提升而日本本土学生更倾向于自我批

评。对于日本留学生来说，一部分像美国模式一部分像日本模式。还

需要我们注意的是，日美学生在不同文化情境中的区别：无论是在美

国情境还是日本情境中，美国学生都更倾向于自我提升；甚至当两国

学生处在同一种情境中时，美国个体也更加注重来自情境的自我提升

信息，而日本学生关注的是突出他们缺点的信息。

第二，图11.4显示美国情境比日本情境更有利于自我提升。在美

国情境下，美国学生的自我提升趋势更明显，而在日本情境下，日本

学生的自我批评更显著。也就是说，美国情境中能体会到更多的积极

反应和更少的消极反应。美国和日本个体居住的世界并不相似。处在

积极或消极情境中的美国学生倾向于寻找更多的自我提升机会，而日

本学生则会寻找更多的自我批评机会。日美情境的这些本质差异能够

映射日美个体的差异——日本人更倾向自我批评，而美国人则更看重

自我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结果显示不同的日美情境并不是起决定作用

的。为了得到这个结论，有必要随机选取日美情境样本。但是这里是

没有做到的。相反，这些情境的选取是通过日本和美国学生自己判断

的，举出自己在哪种情况下感到自尊提升，在哪种情况下感到自尊下

降。这样的话美国人的自我提升偏见和日本人的自我批评偏见就会影

响这些情境的报告。因此也有可能美国人和日本人生活的情境世界是

相似的，只不过描述的情境是不一样的，美国人会选择描述他们提升

体验中最积极的情境和贬低体验中最消极的情境；对于日本人来说，



他们会描述贬低体验中最羞辱的情境和积极体验中提升最少的情境。

总之，这些研究提供了强烈的证据证明美国和日本个体在心理水平上

是存在差异的，但并没能提供强烈证据证明在情境结构水平方面两国

间存在明显偏见。

在本项研究中，日美学生的不同反应模式显示了他们对自我和社

会情境概念的不同建构。然而，它也反映了更表层的差异：根据不同

的文化背景要求，两组被试都尽可能地表现自己。如果日美学生由于

自我表现的策略不同而出现情境评估差异的话，那么当要求被试对他

人进行判断时，这种差异可能就会消失，例如对一个典型性他人进行

评价而不是自己；对于典型性他人的评价标准会比对自身的标准要低

些。后续研究就是为了证明这种可能性。在这项研究中，让日美两国

学生仍旧对同样的400种情境进行判断，只是判断对象变成了他人，评

价他人在这些情境中的自尊水平（Kitayama et al.，1997）。

对于典型性他人的判断模式和对自我的判断模式是一致的。美国

人判断典型性他人倾向于自我提升，而日本人则判断这个典型性他人

更倾向于自我批评。同样，美国情境更有利于自我提升，而日本情境

则更有利于自我批评。可见，对他人的判断模式和自我判断是一样

的，这表明不同的自我关联判断是受到不同的自我和情境建构理论影

响的，而不是个体想要在情境中表现得更好。

上述研究揭示了美国人倾向于自我提升而日本人倾向自我批评，

这不仅因为两种文化背景中机会的不同，还由于他们内在的自我组成

存在差异。美国人的文化更加鼓励自尊，这种自我提升的文化偏见就

会被个体偏见所夸大，也就是美国人会更注意自我提升的机会，而不

会理会羞愧的体验。对于日本人来说，他们生活在一个质疑自尊的文

化中，自我批评的文化偏见是通过个体成员的心理建构来实现的，日

本人更倾向于在情境中找寻自我关联信息和意义，这样就推动了自我



批评，而忽略了自我提升信息。这样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个体就能支

持、强化、维持彼此的反应倾向。

北美人和东亚人之间的差异是很多的。不仅表现为国籍、语言、

宗教、政治体制以及文学和艺术传统的区别，还体现在心理组成上的

不同。然而，文化对心理的影响如果从上述方面研究的话就太宽泛

了。接下来讨论的是居住在同一国家不同区域的个体的文化差异，例

如，美国的北方和南方。

美国的南北差异

名誉文化

你能想象一个人为了保卫家庭而杀害另一个人吗？一个人刺杀了

侮辱他妻子的醉鬼，这合理吗？如果他不这样做，你会不会觉得他不

像个男人？是不是大多数家长希望他们的儿子能反抗欺负自己的人，

抑或是期望他们的儿子远离欺负他们的人，避免和他们打架？对于这

些问题的回答都受到下面因素的影响，如侮辱的方式、暴力、名誉和

男子气概，这些都存在于不同的文化中。

人类学家很早就注意到一些社会拥有名誉文化（culture of

honor）。这些文化中的成员，尤其是男性，尽全力维持名声和保护他

们的名誉。他们希望被看成是“有能力的人”，而不希望被人看成

“任人摆布的人”。为了让别人相信他是不需要别人帮助的，他们被

迫以武力回应那些侵犯他们自己、家庭和名誉的人。如果不这样做的

话，就会受到嘲讽，感到羞愧，并感觉缺乏男子气概（详细讨论见

Cohen & Nisbett，1998；Nisbett & Cohen，1996）。这种名誉文化

存在于许多传统社会中，如地中海沿岸、中东、拉美等地区中的许多



天主教、穆斯林和印度教国家（Fiske et al.，1998）。Richard

Nisbett、Dov Cohen和他们的同事在美国南部的白人新教社会也发现

了这种现象。

一直以来美国南部比北部更加充满暴力。从犯罪率就可以看出两

个区域的差别：南方的白种非西班牙裔男性比北方人具有更高的杀人

率。而南方白人的杀人率是新英格兰地区的3倍。重要的是，南方人不

像北方人在犯重罪时才实施谋杀；他们的杀人率之所以升高，是因为

大多与争吵或矛盾有关，如三角恋关系和酒吧里的争吵，在这些环境

中，人们的名誉可能受到威胁（Nisbett，1993）。这些行为都与名誉

有关，为了保护名誉，南方人比北方人更需要暴力行为。

Nisbett、Cohen和他们的同事认为南方人遵循的是名誉文化，因

为历史上他们的经济依靠畜牧。畜牧文化推动了名誉文化的发展，当

时法律的约束力不足，如果牧民不用武力的话，就会失去他们的财

产。在这样的环境中，维持一个好名声是非常重要的，别人就不会找

你的麻烦（Nisbett，1993；Cohen & Nisbett，1994）。为了名誉而

战和为自我而战同等重要，因为被毁的名声会给个体带来伤害，财产

也会受到损失。因此，用暴力的方式来对待辱骂可以让人认为这个人

是不好欺负的。

许多历史上的事件都支持了这个观点：美国南方是具有名誉文化

的。其中包括，陪审团不会给一个为名誉而战的谋杀犯定罪，人们鼓

励受到暴力欺负的儿童给予反击。还有，南部的一些谚语也支持了这

点，例如，“在自己的屋子里，每个人都是审判官”。（Nisbett，

1993）。Nisbett、Cohen及其同事的一系列研究表明南方人在对待暴

力事件的态度上与北方人存在差异，是由于名誉文化以及各地的人们

对涉及人身侮辱的不同理解和认识所导致的。



在其中的一项研究中，Cohen和Nisbett（1994）比较了南北方男

性对于不同暴力问题的反应。结果显示，北方人赞同的与暴力有关的

句子是“许多人只能通过武力来学习”或“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认为这是好的生活规则。然而，南方人赞同的暴力行为是为了自我防

卫或保卫家庭而实施的行为。例如，对于“一个男人有权杀死伤害他

们家庭的人”这句话，80%的南方人很同意，但是只有67%的北方人同

意。对于“在自卫的情况下，个体有权杀死伤害者”这句话，70%的南

方人很认同，而只有57%的北方人认同它（Cohen & Nisbett，

1994）。

同样，南方人与北方人相比，认为如果有一个陌生人喝醉了并且

在街上撞了一个男人及其妻子的话，他就应该遭到殴打（南方的赞同

率为15%，而北方的赞同率为8%）。当问两个区域的人，他们是如何看

待“告诉自己儿子以暴力还击那些欺负自己的人”，南方人更赞同这

一点，他们认为父亲是期望儿子能够采取立场，还以武力（南方人为

38%，北方人为24%）。

南方人也会更质疑那些没有为自己和家庭名誉而战的男人，认为

他们缺乏男子气概。让被试思考下面的事例，一个男人殴打了一个熟

人，这个熟人和女友调情，辱骂妻子或者告诉其他人他是一个骗子；

以及，一个男人射杀了一个人，这个人与妻子偷情，强奸了女儿。南

方人的反应是如果这个男人不采取暴力的话，他就不是一个男人，持

这种观点的人是北方人的两倍（南方人比例为12.2%，北方人比例为

6.1%）。Cohen和Nisbett（1994）的研究支持了这个结论，也就是说

南部文化支持个体或家庭受到威胁时的暴力行为，个人名誉在南部比

北部更重要。

如果南方人赞同个人名誉，而北方人不赞同的话，那么成长在不

同文化背景下的个体在面对侮辱事件时就会有不同的反应。我们假设



不同的文化导致南北方对于同一侮辱事件的建构和反应是有区别的：

在面对侮辱事件时，南方人比北方人更加不安，更加关心是否名誉受

损，更有可能做出过激的反应。Cohen和他的同事对此做了一系列研究

（Cohen，1996）。

Cohen和他的学生选取了密歇根大学的学生，其中一些来自南部地

区，另一些来自北部地区。在这项研究中，选择两个地区的男性被

试，并且单独实验，一次一人，进行一项关于判断的研究。在一个看

似与研究无关的事件中，所有被试经历相同的辱骂情境：告诉被试穿

过一条狭长的通道，将问卷放在尽头的桌子上。在路上被试会遇到一

个整理文件的人（实验助手），他会把打开的抽屉推进去，以给被试

让道。当被试完成任务返回时，这个实验助手重新打开了抽屉，并砰

的一声关起来，碰到了被试的肩膀，还说了一句骂人的脏话。控制组

被试也通过同样的程序，只不过没有碰撞和辱骂。南方人和北方人对

于这个侮辱反应会有不同吗？答案是肯定的。

其中的一个研究通过测量荷尔蒙的变化来检验被试的生理状态：

皮质醇与高度压力、焦虑、唤醒有关；睾丸激素与攻击行为有关，同

时在竞争中也发挥重要作用（Cohen et al.，1996）。对于辱骂行

为，如果南方人比北方人体验到更多不安，就更可能采取攻击的方式

进行反抗，这样的话，他们体内的这两种荷尔蒙就会随着辱骂升高，

事实也确实如此。北方人的荷尔蒙水平随辱骂行为改变很少，这表明

他们没有受到辱骂的影响。相比，被辱骂的南方人在这两种荷尔蒙的

水平上都有所提高，这表明辱骂让他们体会到不安并准备攻击。

另一个研究给被试提供一个攻击的机会（Cohen et al.，

1996）。这次，当被试被辱骂后，继续沿着狭窄的路走，另外一个魁

梧的男人（实验助手）出现在拐角处，开始向被试走来并发生冲突。

这条路很窄，只能让一个人通过，也就是必须有一个人让路，这个男



人并没有让路的意思（直到两人发生碰触为止）。控制组同上述情境

一样，只是没有受到辱骂。这类设计类似于“勇敢者”的游戏，而关

心的问题是被试在什么时刻会放弃，给对方让路。在之前的研究中已

具备攻击倾向的南方人，在真实情境中会实施攻击行为吗？

实验再一次证明了，只有南方人面对辱骂时产生了更多的攻击性

行为。在图11.5中，不管北方人有没有受到侮辱，他们给对方让路时

的距离远近是没有差异的。相比，南方人的行为受到辱骂的影响，被

辱骂的南方人更加接近挡住路的人。有趣的是，没有受到辱骂的南方

人比北方人对这个男人更加的尊敬和礼貌。然而，一旦被辱骂，南方

人比北方人就变得更具有攻击性。

图11.5　在“勇敢者”游戏中被试让路时与他人的距离

资料来源：Cohen et al.　(1996, 表3, p.954). Copyright 1996) by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实验也检验了被试认为目击者对自己所受辱骂将会有何看法。在

一些辱骂情境中，加入一个旁观者，他与被试有简短的见面。对于其

他辱骂情境来说，没有目击者在场。私人辱骂情境和非辱骂情境中，

也会出现这个人，只不过他没有看到辱骂的过程。实验中让被试判断

目击者是如何评价他们的，猜测目击者在一些男子气概方面会如何评

价自己，包括三个维度：有男子气概-无男子气概、勇敢怯懦、坚强-

退缩。如果只有南方人拥有名誉文化的话，他们就会认为当别人看到

自己受到辱骂时会很没面子，事实亦如此。

不管别人是否看到自己受到辱骂，北方人都认为别人会觉得自己

具有男子气概。相比，南方人知道评估者看到自己受到辱骂时，就会

认为别人觉得自己缺少男子气概，当他相信评估者不知道他受到辱

骂、辱骂在私下进行时，情况则不同。简言之，受辱的南方人认为当

别人目睹自己受辱过程后，就会毁坏自己在他人心中的名声，而北方

人则不存在这种情况。

总之，对于同样的侮辱行为，南方人和北方人的反应存在很大区

别。南方人会更加不安，产生更多的攻击性生理反应，坚信辱骂会损

坏自己在他人心中的名声。或许是出于上述的原因，当给被试攻击的

机会时，受辱的南方人的行为比受辱北方人的行为更具有攻击性。为

什么对于同样的辱骂南方人和北方人的反应存在如此大的差异呢？有

两点原因：第一，辱骂本身就被南方人看成是很严重的事情，因为他

们比北方人更讲究礼貌。第二，对于同样的辱骂，南方人和北方人的

信念是不同的，南方人认为更多的暴力行为才是合理的反应。换句话

说，南北方人在对于辱骂的理解上是不同的，而且对于辱骂行为的反

应标准也是有差异的。Cohen和他的同事（1996）证实了南北方人对于

辱骂的不同反应过程。此外，不同文化背景中成长的个体对于辱骂和

攻击的认识是不同的，即使对于同样的情境，南北方人的反应也会截

然不同。



社会认知的应用

社会认知中文化的差异给予我们什么启示呢？一方面，它强化了

本书的中心思想，就是个体会形成自己对社会环境的理解。这就意味

着个体对社会事件的看法、感觉以及行为反应受到个体独特的交往和

情感模式影响。前面的章节中已经证明了个体是带着不同的自我图

式、目标、刻板印象、推断规则、态度、信念和情感进入某一情境

的。虽然个体采用了独特的知识结构和交往模式，先前的研究表明，

在同样的文化中也存在不同的理解自我和他人的方式。此外，在同一

文化中成长的个体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与其他文化背景中的个体是不

同的。每种文化都赋予其成员不同的理解方式。

本章主要关注东西方文化差异以及美国南北差异。对于人的认识

差异可以体现在男女之间、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非洲裔美国人和

欧洲裔美国人之间、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专业人士和体力劳动

者之间，等等。群体成员所共有的思想和文化观念可能导致他们以不

同的模式体验社会。不同文化中的人性观的差异导致个体在整个社会

情境中体验自我和他人的方式是不同的。本章中提到的文化差异是所

有人性的基础，文化的差异也只能用于解释社会交往领域。南北方的

差异也只能限制在人性领域，这些差异只能解释与名誉相关的辱骂和

暴力行为。这些差异不能推广到其他的暴力行为，而且也不能影响除

名誉外的其他信念和人际交往方式。

虽然研究证明了文化差异的存在，不仅支持了社会认知在此领域

的研究和理论，同时这种差异也向社会心理学家的一些长期假设提出

了挑战。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导致个体采用不同的方式来体验自我和世

界。北美学者认为的普遍性模式事实上是由特定的信念和目标组成

的，只适用于北美国家和其他西方国家，不适用日本、印度以及其他

东亚国家。东方人并不认为行为受内在特质影响，也不会轻易犯基本



归因错误。与西方人不同，东方人的自我认同不依赖内在特性，也不

认为这对于心理健康来说是关键因素，不像西方人那样有自我提升的

需要。东方人不认为他们的行为和选择反映其内在特性，因而也不用

担心失调，也不用采取合理化的方式来降低失调感。这些经典的、看

似基本的社会认知过程，可能只会发生在西方社会。

这不是说，西方社会心理学家发现的这些现象和加工过程是没有

用的，它们可以用于解释和它相关的文化背景下的行为和心理特点。

不过文化对社会认知的影响可以用于理解许多社会认知的发现，最终

用于解释不同文化对于个体的塑造，同时个体反过来又塑造不同的文

化。

总结

北美和其他西方社会一样，将自我看做是一个独立的、自由的、

与众不同的整体，包含不受社会情境影响的独特属性。相比，东亚人

认为自我是与他人有关的，是存在于社会关系网络当中的，包含情境

特异性的属性。这种独立自我和关系自我与表征和思考自我及他人的

不同方式密切相关。处于独立自我文化中的个体就会表现出更丰富、

更精细的自我表征。而在关系自我文化下，个体的自我表征不像对他

人的表征那样丰富。

对于社会行为的原因东西方有不同的理论解释。西方人认为个体

是一个自主的行动者，是根据内在稳定的内在特质来理解他人行为

的。而非西方人则认为个体交织在社会关系网中，通过他人的社会角

色和人际环境理解他人行为，而不依靠其人格特质。西方人更喜欢将

自我价值建立在选择和行为的质量基础上，因此当他们举止愚蠢时，

自我价值就会受到威胁，他们就会改变态度来降低这种失调感。



与东方人相比，西方人更重视自我提升。例如，北美人比日本人

更崇尚自我提升，认为自己要优于其他同龄人。此外，北美人更愿意

寻找自我提升的机会而不会注意那些自我贬低的体验，而日本人更注

重自我批评的机会而忽视那些自我提升的体验。因此，对于各种各样

的经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有不同的体验，北美人更注重自我提升

的机会，日本人更重视自我批评的机会。

美国本土的不同地区也存在文化差异。南方比北方更注重名誉文

化，即在这种文化下的成员必须维持他们的名声，保护其名誉，尤其

当名誉受损时，要采取暴力的方式解决，而且这在当地是被准许的。

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南北方的男人对于相同辱骂行为的解释和反应

却不一样。南方人比北方人体会到更多的不安情绪，认为辱骂损害了

他们的名声，所以更倾向于采用暴力来保护自己的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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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社会冲突》成书于30年前，本书是第三版。本书向读者呈现了

冲突整个发展历程的理论和实践知识，既剖析了社会冲突的理论，又

探讨了解决办法，理论模型紧密结合研究实践，而且举了很多日常生

活中发生的冲突案例，读来发人深省，欲罢不能。

新版本一如既往地紧跟时代的脚步，关注国际大事和学术进展。

在保持原书基本结构的前提下，几乎每个部分都进行了修改，加入了

很多新的案例和内容。拓展了种族冲突和地区冲突的内容，强调了文

化在冲突中的作用。第三版新增的冲突主题有：冲突群体动员、叙事

和隐喻、暴力、非暴力抵抗、成熟度、去升级化螺旋、冲突解决培

训、和平维护、和平建构、宽恕及和解。直接关注了最新的冲突现

象，如恐怖主义、校园枪杀案等。

冲突缘何而起？卷入冲突的个体、群体、组织和国家面临着何种

决策？为什么冲突升级最终会势衰力竭？怎样做才能使冲突朝着和解

与解决的方向迈进？结合本书提供的丰富的现实生活案例，你一定能

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本书先前的版本已经应用于所有涉及社会冲突的课程，包括心理

学、社会学、和平研究、商务贸易、政治科学以及国际关系领域等。

本书既可以用做核心课程的主教材，也可以当做核心课程的辅助读

物。



主编简介

彭凯平（Kaiping Peng）

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主任

清华大学社科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美国加州大学（UCLA）心理学与东亚研究终身教授

现任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主任、清华大学社科学院学术委员会主

席、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及东亚研究终身教授。美国密西

根大学心理学博士。曾教授的课程包括普通心理学，管理心理学、文

化心理学、积极心理学、跨文化沟通心理学。现任职国际积极心理联



合会执行委员（2010年至今）、中国国际积极心理学大会执行主席

（2009年至今），曾任职美国心理学会科学领导小组成员、伯克利加

州大学社会人格心理专业主任、第五届世界华人心理学家学术大会共

同主席，并担任过美国唐氏基金会董事和德国宝马公司青年领袖论坛

董事会成员；为众多政府和国际公司作战略、人事、文化，管理咨

询，例如：福特，宝马，美国航天局，富士康，宏达电，万科，中

化，中航，海总，总装备部等。他还是多所国际著名商学院常聘客座

教授，并连续多年获得清华大学经管学院EMBA最佳教学奖。

彭教授曾发表140多篇期刊论文，多次获得重要学术奖项（包括

2004年美国社会问题心理学会最佳论文奖，2006年美国管理学院最佳

论文奖），出版学术专著多部，2007年被美国人格与社会心理学会评

为全世界论文引用最多的中青年社会心理学家。2008年5月起受聘清华

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和首任系主任；2009年入选中组部国家级海外高级

引进人才（千人计划），回国后主要贡献包括：主持清华大学心理学

系的复系工作；主持与国防有关的特殊人员的心理保障工作；主持并

推动积极心理学在中国的普及工作并担任国际积极心理学联合会中国

理事；参与中国各城市幸福城市建设工作；以清华名义发布科研论文

70多篇，为论文国际引用名列前茅的少数中国社会科学学者。



序一：译丛新序

1979年，我在北京大学校园开始了我的心理学求学生涯，当时我

们心理系的老师委婉地告诉我们，你们学心理学可能早了20年。老实

说，年轻的我们当时并没有完全领会这句话的多重含义。

2004年，我在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的校园，开始了和新曲线出版

咨询公司的合作，推荐出版《社会心理学精品译丛》。坦率地说，我

并没有预料到这样一套关于人性、人情、人欲、人世的学术丛书，会

有这么大的社会影响，成为中国出版界发行的最畅销的心理学丛书之

一。

2013年的今天，我已经到了清华校园。受清华大学之邀、加州大

学之托，五年前我开始帮助清华大学恢复它历史上曾经辉煌的心理学

系，并出任复建后的首任系主任。五年的国际穿梭，以及和国内心理

学界同仁的共苦同甘，已经让我看到了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兴起，等来

了中国心理学的春天！

所以，当新曲线公司的同事们决定出版该丛书的十周年纪念版，

不仅新增《社会认知：洞悉人心的科学》、《不确定世界的理性选

择》、《社会冲突》、《社会心理学之旅》、《社会心理学纲要》等

新品种，而且对《态度改变与社会影响》、《决策与判断》等原有品

种的译文进行精益求精的再加工，将丛书以更加精致、高雅、系统的

方式介绍给我们的读者，并邀请我为新书重新写序，我已经一点也不

感到意外，并相信它一定会成为人们喜爱的优秀的心理学书籍。

那么，为什么短短几年社会心理学会在中国变得如此大受欢迎？

甚至我们还可以问问，为什么清华大学要在2008年恢复它的心理学



系？我觉得，中国的现代化是背后最主要的原因。正是在2008年，中

国的人均GDP达到3400美元。根据经济学家在上世纪40年代提出的人均

3000美元的现代化标准，这正式表明中国已经迈入现代化国家的门

槛。美国是在1962年首先进入现代化国家的行列，英国是1968年，法

国是1972年。

现代化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人变得比物更为重要。现代化之

前，我们追求小康，以物质的丰富作为社会发展的目标，现代化以

后，我们追求和谐、文化、美和幸福，以人民的尊严和完美生活为奋

斗目标。这种变化，也不断反映在中国政府的执政理念变化上。从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构建和谐社会”，从“建设文化强国”再

到“建设美丽中国”， 这些理念其实反映的正是中国社会的发展进

步，特别是人民基本需求的变化和提升。心理学家马斯洛早就提出人

类的需要层次理论，就是说人类从一开始衣食住行的生理需求，逐渐

上升到安全、归属、爱和尊严的社会需求。再往上，就得有文化和知

识的需求，以及对美的追求。人类最高级的需求就是马斯洛的自我实

现，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心理指标就是幸福的巅峰体验。

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

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那人又是什么？其实，人最重要的标志是

他有心理活动。“人者，心之器也。”正是因为人类的心理活动，人

生活得才有意义，才有价值。没有心理活动，人就是行尸走肉。

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没有人类的心理，可以照样存在。没有人

类，星空依然灿烂，太阳照常升落，但一旦人类的活动参与进来，星

空就不仅仅是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它就成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在

中国东海，北纬25°40′ ~ 26°、东经123° ~ 124°34′之间有一

片岛屿，这本来是一个地理科学的概念，是属于自然科学的知识，但

当我们意识到，这片岛屿就是钓鱼岛列岛时，这个知识就变成社会心



理学的研究范畴。它就有了感情、意识、行动。没有人类的思想和意

识，自然世界本身是不会有特别的意义的。

科学发展，以人为本。它呼唤的其实就是社会心理学。因为社会

就是人的集合；人的本质就是心理的载体。正是人类的心理活动，如

需求、欲望、价值、信念、判断、决策、竞争、合作、冲突、博弈，

等等，使得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也更加复杂多变，需要更多的

智慧、理性、善良、宽容和理解。

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为中国的社会心理学提出了无数引人入胜的

问题。社会如何管理？创新如何推进？什么是中国人共同的民族意

识？中华文化薪火相传，传的到底是什么？甚至还包括一些看起来肤

浅、实际上很难回答的问题，比如，你幸福吗？

2000年，美国科学院组织了一批著名的学者讨论人类的未来科学

究竟有哪些，他们的结论是NBICS（纳米—生物—信息—认知—社

会）。

“在下个世纪，或者在大约五代人的时期之内，一些突破会出现

在纳米技术（消弭了自然的和人造的分子系统之间的界限）、信息科

学（导向更加自主的、智能的机器）、生物科学和生命科学（通过基

因学和蛋白质学来延长人类生命）、认知和神经科学（创造出人工神

经网络并破译人类认知）和社会科学（理解文化信息，驾驭集体智

商）领域，这些突破被用于加快技术进步的步伐，并可能会再一次改

变我们的物种，其深远的意义可以媲美数十万代人以前人类首次学会

口头语言知识。”

其中提出的社会科学问题——理解文化信息，驾驭集体智商——

正是我推荐社会心理学精品译丛的初衷。丰富中国人民的社会文化生



活，提高我们中国人的集体智商，这是这个时代赋予我们这些心理学

工作者的责任，让我们大家一起为人民的心理幸福而奋斗。

彭凯平

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伟清楼501

2012年12月12日



序二：译丛序

社会心理学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一门社会科学学科，它

研究的是人的心理和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试图探讨人的思想、情感

和行为如何受到其他人的影响，这些影响包括实际的、想象中的和推

测出来的人际作用。社会心理学家通常思考的问题有：我们如何认识

他人（社会认知），我们如何与他人打交道（社会互动）以及文化、

社会、团体如何作用于我们（社会影响）等方面的内容。

众所周知，社会心理学研究向来有心理学的、社会学的和符号学

的三种取向，其中心理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更强调实证的研究和对社

会中个体心理的关注。本译丛以津巴多（Philip G. Zimbardo）主编

的“麦格劳-希尔社会心理学系列丛书” 为基础，从中遴选出精品

（如《决策与判断》、《自我》、《亲密关系》、《态度改变与社会

影响》），并在更大的范围内，补充一些在近年来有广泛影响的社会

心理学新著。

十几年前，香港中文大学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彭迈克（Michael

Bond）就曾经说过：“心理学不幸是由西方人创建的，结果，西方的

心理学研究了太多的变态心理和个性行为。如果心理学是由中国人创

建的，那么它一定是一门强调社会心理学的基础学科。”确实，这门

学科是我们中国人有可能做得比其他国家的学者更好的心理学领域，

因为我们的文化几千年来就很强调人与他人、人与环境、人与社会的

关系，而这些关系正好是社会心理学关注的焦点所在。可惜时至今

日，中国的社会心理学并没有得到它所应有的关注。我们推出这套丛

书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让国内有志于学习、研究和应用社会心理学

的各界人士较为系统地了解当代社会心理学的来龙去脉、重大发现以



及最新前沿，而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通过这套丛书，为推动中国社

会心理学的发展以及提高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国际影响贡献绵薄之力。

彭凯平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教授

2004年9月



序三：英文版序

概而言之，冲突主题已经成为推动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力量，在

社会心理学领域尤其如此。实际上，我们有理由认为，美国现代社会

心理学大约起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人类冲突的本质这一主

题引起了学界广泛的关注。在那个时代，心理学家自己也处在社会冲

突的漩涡之中：国家法西斯主义横行，不但出现了富有个人魅力的领

袖和大批追随者，而且处处充斥着权力与统治、战争与暴力、偏见与

歧视；工作需求的变化和新就业策略矛盾重重；来自各个国家的移民

汇集在一起，农村居民也搬迁到城市居住。有研究者分析了变革和抵

抗的相对力量，还分析了民主社会的需要（要求共识和遵从）与个体

追求独立和自主的冲突。也有研究者承认，民主决策的关键在于有说

服力的言辞，但同时也允许各类听众发表反对意见。

社会心理研究者对冲突研究的这种普遍介入，曾经更多地集中在

个体内部发生的人际紧张状态。勒温（Kurt Lewin）强调：个体需要

与群体目标和规范之间存在差距，对这种差距的认知具有激发动机的

力量。勒温最优秀的学生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彻底颠覆了这

种由紧张引发差距的冲突观。他认为个体信念和公开行为不一致时，

差距发生在个体的认知体系之中。费斯廷格的这种诠释促使社会心理

学向认知方向迈进了一大步。人体机能的认知维度已经深深地影响了

当代的社会心理学。数十年来，心理学界被行为主义否定心灵和漠视

价值的教条束缚，正是社会心理学这支生力军还保持着反抗精神，无

畏地向行为主义宣战，提出了情境主义、建构主义、人与刺激的交互

作用理论以及人类行为的认知卷入等观点。社会心理学家们还高举着

实际应用和社会责任的旗帜。社会心理研究者们从实验主义同行那里

学会了这样一条原则：要进行严格设计、仔细控制的实验室研究。但



同时又要将人为情境普具的新特色和独创性加入“世俗现实性”。不

过，很多社会心理学家都已超越检测因果假设的实验室研究限制；他

们出没于人们工作的各个场所，用笔记本记录着人们日常生活的点点

滴滴。他们充满了好奇心，想要了解人类经验和行为为何产生、何时

产生以及如何产生，并将这种好奇心带入无数的重要领域——教育、

卫生、法律、政治、商业、环境和文化等，不一而足。

令人耳目一新的《社会心理学精品译丛》是奉献给读者的一场盛

宴，记载了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研究者们、理论学家们以及实践者们所

做出的重要贡献，以增进我们对人性的理解，并且提高我们生活的质

量。这套丛书已成为杰出学者及前途光明的年轻研究者展示新理论，

对原有理论进行分析、整合以及描述当前方法论进展的平台。本套丛

书的作者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要与读者分享他们的观点和思想，分

享对象包括他们的同事、研究生、本科生以及所有对社会心理学感兴

趣的人。书中包含的很多思想足以引起普通大众的兴趣，这些知识必

须付诸于实践，所以必须上达给那些能将这些知识转变为公共政策和

公共行动的掌权者。虽然这套丛书的每一本都是各自专业领域的巅峰

之作，但精品译丛作为一个整体，代表着当代社会心理学的精华和核

心。社会心理学专业的教师们可以选用其中任何一本，用作通用教材

的“深度”辅助读物，而其他人则可选用整个系列的精品图书来完成

系统的社会心理学课程。经验证明，本书也是那些以社会冲突为核心

的课程的骨干教材，它整合了诸多学科，深入地考察了社会冲突现

象。

所有的社会冲突都起源于：冲突一方想获得某些事物，而另一方

拒绝或抵制这样做。冲突发生的范围极广，从日常交往，比如父母亲

希望孩子们打扫自己的房间或做家庭作业，而孩子们不愿意，延伸到

法庭上控辩双方的论战、销售人员与客户之间的谈判、政治对手在全

国或地区预算条款上的妥协以及预防战争的国际和平会议等。那么，



在如此纷繁复杂的情境之下，是否存在共同的根本原则？如果我们理

解了个体之间的冲突（独自行动或者代表某个机构）如何升级、到达

僵局的停滞期、得到解决，那么是否有助于我们回避冲突，或者为冲

突双方提供正确的咨询意见，从而减少冲突的破坏性呢？《社会冲

突》一书的作者们对这些问题给出了肯定回答，精确地阐述了在诸多

不同的冲突情境中，如何完美地剖析或者颇具洞察力地分析冲突各个

阶段，找到冲突潜在的过程和路径，正是这些因素导致或好或坏的冲

突结果。他们渊博的学识让读者看到，有效的问题解决策略是解决人

类冲突最公平的方法，它能代替容易引起争议的支配策略和难以让双

方满意的让步策略。

《社会冲突》第二版所获的成功，给本书的作者和编辑们带来了

新挑战：要突出本书的优点，纠正部分缺点，并且扩大本书的范围，

涵盖最近的重要领域和当前的“热点”问题。他们在达成这些目标的

过程中，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无论在学术研究的专注度上、本书覆盖

范围的广度上，还是信息更新的速度上，第三版都超越了先前已经颇

受赞誉的第二版。第三版的理论取向变得更加连贯和紧凑，并且叙述

更为系统。书中新增或扩展的主题包括：基于认同的冲突、冲突群体

的动员、责备方向、策略选择、非暴力抵抗、宽恕与和解、冲突解决

培训以及和平维护。那些喜爱本书先前版本并从中获取知识的读者

们，将会很高兴地看到更新的美国国内冲突的案例，以及当前美国国

内和国际冲突的原始资料。在加入大众化的资料之外，最具价值的附

加部分是扩展了文化对冲突的影响内容，特别强调了集体主义和个人

主义文化的作用。不过，第三版也能让我们更加了解北爱尔兰与南非

的和平进程，以及在中东和平斡旋问题上存在的困难。另外，我们还

将从美国校园谋杀案——声名狼藉的哥伦拜恩（Colombine）高中枪击

案——的分析中获益匪浅，并获得针对新恐怖主义的有价值的观点，

新恐怖主义正改变着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关注点。



最后，即使本书的内容复杂深奥，有时甚至令人不悦，但读者一

定都会喜爱本书平铺直叙的文体，这种叙述风格使得整本书读起来就

像一个完整的故事那般酣畅淋漓。我个人以为，《社会冲突》这本书

所具有的持久价值将体现在诸多方面：这本书能让所有人更能领悟

到，如何敏锐而明智地处理日常的世俗冲突，以及如何更全面地了解

我们周围世界所发生的广泛而又紧急的冲突。

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G. Zimbardo）

《麦格劳-希尔社会心理学丛书》主编



序四：作者序

本书第三版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写作计划。当时我们的

目标是，撰写一本系统阐述社会冲突及其解决办法、理论模型结合研

究实践的著作，不但可读性要强，而且更具整合性，这一目标至今未

变。我们希望，这本书不但能成为研究者和实践者的入门级读物，而

且也能成为他们思想和灵感的源泉。种种迹象表明，这两大目标都已

经获得了成功。本书先前的版本已经应用于各个领域的社会冲突课

程，包括心理学、社会学、工商管理、政治科学以及国际关系领域；

本书第二版曾翻译为俄语，并于1996年荣获国际冲突管理协会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onflict Management）颁发的最

佳图书奖。此外，在冲突领域的各种理论和实践文献中，我们也常常

看到本书得以引用。

本书先前版本的读者会发现，新版本的很多内容都非常熟悉。我

们保留了先前版本的写作结构，即从冲突的本质和成因开始谈起，再

谈到应对冲突的策略选择，进而到冲突升级，最后讲述去升级化、问

题解决以及第三方在冲突解决中的作用。我们也保持了原书的心理学

焦点。我们在坚持将冲突文献视为整体的同时，使用社会心理学理论

对这一领域进行整合，并且非常倚重诸如社会知觉、态度、情感以及

群体动力等概念。

不过，本版做了相当大的修改。本版的每个部分都添加了新材

料，以反映冲突研究取得的新进展，或者填补先前版本的空白。因

此，在诸如冲突群体动员、文化和冲突行为、叙事和隐喻、暴力、非

暴力抵抗、成熟度、去升级化螺旋、冲突解决培训、和平维护、和平

建构、宽恕以及和解这些主题下，都添加了新内容或者扩充了原有的



内容。而且，示例资料——即有助于读者掌握理论的现实例子——大

量都已更新。先前版本有很多例子都取自冷战，第三版保留了其中最

经典的案例。但现在的内容已经扩展到内战、恐怖主义、校园凶杀

案、国际和平进程以及（生活气息十足的）比尼宝贝狂热。

很多人在我们修订新版的过程中提供了帮助。我们要特别感谢麦

格劳—希尔公司的丽贝卡·霍普（Rebecca Hope）和凯特·卢斯洛

（Kate Russillo）的鼓励和编辑建议。我们也要特别感谢罗杰·格西

勒（Roger Geissler）推动了这一项目的及时完成。我们尤其要感谢

阅读过本书第二版，并且提供了大量有益建议的学者们：R·威廉·埃

尔斯（ R. William Ayres ）、卡米洛·阿兹卡拉特（ Camilo

Azcarate）、约翰·戴维斯（John Davies）、罗纳尔德·费歇

（Ronald Fisher）、特伦斯·莱纳斯（Terrence Lyons）、布莱恩·

波金霍恩（Brian Polkinghorn）以及莫里斯·里希特（Maurice

Richter）。此外，莱斯利·亚希伯恩-纳德（Leslie Ashburn-

Nardo）、凯文·阿夫鲁赫（Kevin Avruch）、尼迈特·伯里克

（Nimet Beriker）、弗兰克·布莱克曼（Frank Blechman）、米雪儿

·盖尔范德（Michele Gelfand）、莫莉卡·哈里斯（Monica

Harris）、克里斯多夫·米歇尔（Christopher Mitchell）、奥利弗

·莫里斯（Oliver Moles）、理查德·斯密斯（Richard Smith）、波

特·斯派克特（Bert Spector）、凯瑟琳·汀斯利（Catherine

Tinsley）和詹姆斯·沃尔（James Wall）以及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等美国大学的学生们都提出了宝贵意见，并在参

考文献部分提出了建议。保罗·普鲁特（Paul Pruitt）在如何建构参

考文献部分提供了大量技术协助。乔治梅森大学的冲突分析与解决学

院慷慨地为本书第一作者提供了一间工作室，本书的诸多章节都在这

间工作室里写出。水牛城大学的校长办公室、纽约州立大学为本书第

一作者提供了资助，使之得以两次赶往肯塔基州的列克星敦，与其他

作者会面，对这一项目进行计划，以及对即将完成的初稿进行审阅。



肯塔基大学的心理学系批准了本书第二作者申请的学术休假，使之获

得大量时间撰写书稿。最后，如果没有我们配偶的长期不断的支持和

建议，这一项目也无法完成。

将这本书献给我们的导师兼同事杰弗里·鲁宾（Jeffrey Z

Rubin），作为对他的纪念。本书的前两版都有他的参与。1995年，杰

夫在爬山的过程中发生意外，不幸逝世。我们在修订这一版本时，仍

时时感到杰夫就伴随在我们身旁。没有杰夫，这一项目绝不可能开

始，也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成功。他对问题所进行的大量清楚透彻的理

论分析以及优美的写作风格，成为了本书前两版的亮点。读者也将愉

悦地看到，杰夫的学术水平和写作风格，仍然会反映在这一新版本之

中。

狄恩·普鲁特（Dean G. Pruitt）

金盛熙（Sung Hee Kim）



序五：中文版序

美国学者狄恩·普鲁特和金盛熙合著的《社会冲突——升级、僵

局及解决》（第3版）的中译本即将出版，编辑恳切希望我能为这本书

的中译本写个序。这是一本心理学的书，而我的心理学知识很有限，

很难从心理学专业角度来评价这本书。但是，我认为这本书对于中国

读者具有特殊的价值，因为当前社会正处在急剧的转型期。21世纪的

中国，国内国外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矛盾与冲突，书中介绍了冲突的

核心概念、冲突的理论框架、冲突解决的策略选择等内容，这些都是

中国民众和学者急需了解的知识，因而这本书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价

值。

人类社会，个体和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普遍而又永恒地存在

着，只是形成矛盾和冲突的起因、参与主体及激烈程度存在差别，所

以造成的后果也千差万别。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矛盾和冲突也无处

不在，小到家庭成员之间的纠纷和街头群体暴力事件，大到一国内部

的分裂战争和世界大战。特别是随着世界人口的急速增长，个体之

间、族群之间和国家之间在生存空间、自然资源和发展机会方面的竞

争也日趋激烈。有些矛盾似乎在近期看不到解决的途径，例如近来中

国和日本在钓鱼岛主权上的争端，或者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以色列犹

太人在领土和建国问题上的对立。但是毫无疑问，绝大多数人都不希

望冲突双方通过战争来解决问题，却又找不到妥善的解决之道。那

么，双方最终缓解矛盾、避免冲突以及建立和谐关系的出路在哪里

呢？

人类的独特之处体现在创造性思维上，尤其是具有理性思维能

力。人类既有建立在本能反应上的防御和攻击行为，也有超脱现实束



缚的想象能力和理性思维，后者就是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动物只要

看到了具体的利益（食物、领地、配偶、群居团体的领导权等），通

常就会努力竞争以获取这些具体利益。激烈的争斗会导致冲突升级，

动物也会愤怒发狂。如果人类也只有这些本能的防御和攻击行为，冲

突势必愈演愈烈，也很难达到双赢的结果。幸运的是，人类具有理性

思维能力而且可以对冲突的远期后果做出预测，这就有可能创造性地

超脱自身眼前的现实利益，在与对方的协调与合作中探索冲突的根本

性解决策略。

我认为理性思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要在双方的利益冲突中努力寻找共同利益，尽管共同利益

看似不存在。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之间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何况

错综复杂的社会冲突。只是我们在矛盾出现后，往往热血上涌，情绪

激愤，一时看不到与对方存在共同利益而已。我们必须把短期利益和

长远利益结合起来思考，把一个方面的利益与其他方面或整体利益联

系起来思考，不能只看一时一地之得失。群体之间的利益可能会出现

差异甚至冲突，但是在人类最终的长远利益中，冲突各方都能找到彼

此相互结合的地方。我们人类做的许多事都“损人不利己”，冲突当

事人的行为即使短期来看“损人利己”，但是这种“利”恐怕也是比

较短暂的，最终还是会付出代价的，所谓“报应不爽”。

第二，要在矛盾的双方之间努力寻找共同的价值准则，也就是寻

找双方有可能进行情感沟通的文化基础。不同民族和文化在价值观方

面可能存在重大差异，这是事实，但是在最基础的价值认知上各方仍

然存在共同点。举例来说，宗教冲突有时是十分血腥的，但是我们仔

细审视，就会发现在世界几大宗教之间同样存在许多相同或相似的价

值观。譬如待人诚信、不偷盗、施舍穷人等，是基督教、佛教、伊斯

兰教的教义都提倡的，否则就无法建立和保持一个有序运行的社会。



所以我们必须承认普世价值的存在，否则我们和其他文明、其他国

家、其他民族之间的交流对话就没有文化基础，所谓的“政治互信”

也只能是空洞的口号。所谓“和而不同”中的“不同”应该不涉及基

础价值，因为“君子”都具有共同的基础价值，“不同”的只是针对

具体事与人的看法不同而已。当然，究竟什么是“普世价值”，一方

有没有权力把自己认定的“普世价值”强加给另一方，那是另外一个

问题。

第三，要在矛盾当中照顾到对方的利益，在协商中寻求彼此之间

的妥协。什么是政治，政治就是妥协的艺术，就是在双方不同的利益

追求和冲突中寻求各自都能接受的让步，兼顾和整合双方的利益。这

就是理性的思维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任由感情宣泄来引导自己的思维

和行动，把“零和博弈”看做解决矛盾和冲突的唯一方式，这种极端

主义的思维方法只能导致“双输”而不是“双赢”。一心想拼个你死

我活，其结果只能是鱼死网破。中国的古训是“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这里面有大智慧。

《社会冲突——升级、僵局及解决》这本书中列举了大量国际冲

突和美国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生动案例，对于我们回顾这些历史上的世

界大事和了解美国社会的民间冲突很有帮助。我们有些人一想到美

国，总以为这个高度工业化、掌握现代科技、富裕强大的超级大国的

人际关系和社会生活是“田园诗”一样的，从这本书的案例中我们可

以了解到美国人日常生活中的各类矛盾冲突和血腥事件。其实，这就

是有着双重性的、真实的美国。我非常高兴的是，本书译者王凡妹的

译稿流畅生动，让这本书更具可读性，我相信读者们在阅读中会有很

多感触和收获。

最后，我也感谢新曲线公司和人民邮电出版社组织安排《社会心

理学精品译丛》这一系列丛书，希望我们的各出版社今后能够出版更



多的翻译精品，不断努力拓展中国与世界进行文化与学术交流的渠

道。

马戎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人类学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3年3月10日于北京大学蓝旗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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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冲突与策略选择

第1章 概述

● 年已18岁的本使用了家里的汽车，但开回来时忘了加满汽油。

第二天早上，父亲被迫在交通高峰期间排队加油，因而上班迟到了。

当晚，父亲告诉本，忘记加油给他带来了很大的麻烦。本向父亲道了

歉，但显得不太真诚。为了使本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父亲从多个方

面对本粗心大意和不负责任的行为再次进行了批评。但本却显得不耐

烦，对着父亲大喊大叫。父亲被本的这种反抗行为激怒，收回了车钥

匙，并宣布，除非征得同意，否则本再也不能使用家里的汽车。此

时，本的母亲和一旁观战的姐姐站了出来，试图劝说父亲，这样对待

孩子可能过于严厉了。父亲叫母亲不要管闲事，于是，本、母亲和姐

姐一道走出了房门，只剩下父亲一人在苦苦思索，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1]。

● 在公司一款新产品交付日期的问题上，销售部门和生产部门唇

枪舌剑，双方鏖战正酣。销售部门说，该产品的交货日期必须限制在3

个月内，否则公司在竞争中就会失去潜在的客户，这无论对于销售部

门还是整个公司，都将是一个不小的灾难。生产部门则回应道，现有

的生产计划经过仔细设计，已经井然有序，必须坚持。如果打乱该计

划，提前交付新产品，导致的时间和金钱损失将对生产部门和整个公

司产生不利影响。生产部门坚持认为，决不能提前，既然按照原计划

新产品的生产时间为9个月，那么该产品的交付时间就应该是9个月！

经过数日的艰苦谈判，双方最后达成一项协定，即生产计划调整为6个

月，也就是说，两个部门最终所获的结果都低于各自先前的期望值。



● 1978年10月，美国总统吉米·卡特邀请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

特和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来到戴维营。当时，这位自许为调解

人的总统正肩负着一项似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西奈半岛的冲突看上

去十分棘手，因为埃及要求以色列立即归还整个西奈半岛，而自1967

年中东战争以来，以色列就占据着该半岛，并拒绝归还一寸土地。最

初，卡特希望促成双方妥协，达成这样一项协议，即双方各自保留一

半的西奈土地。但事实上，双方均不接受这一方案。卡特总统及其幕

僚们并未气馁，最终发现，在以色列和埃及看似不可调和的立场背

后，双方却有着并非完全对立的潜在的利益点。对以色列而言，其潜

在的利益点是安全，期望确保边境安全，防止埃及的地面或空中袭

击。而埃及的主要利益点则是恢复主权，亦即重获从圣经时代起就已

成为埃及领土的西奈半岛的统治权。经过13天的艰苦谈判，在助理国

务卿哈罗德·桑德斯第23次拟定了协定样本之后，调解人卡特坚持不

懈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以色列同意归还西奈半岛，但换回这样的

保证，即西奈半岛要成为非军事化领地，并允许建立新的以色列空军

基地。该项协定于1982年4月生效，并延续至今[2]。

● 1991年3月3日，美国黑人罗德尼·金被警察飞车追逐而被迫停

车后，因明显的拒捕行为而遭到警察的强行制服。乍看上去，这一事

件本身并没有特别的新闻价值，但金的被捕过程却偶然被一名洛杉矶

居民用新买的摄像机记录了下来。这一看似普通的事件因此变得与众

不同。录像带清晰地表明，罗德尼·金不但遭到一些警察的拳打脚

踢，还被警棍打了约40下，与此同时，其他警察却站在附近，面无表

情地冷眼旁观。1992年暮春，也就是该事件发生一年多之后，四名警

察被控犯有过度使用暴力殴打罪，但加利福尼亚州文图拉市陪审团却

裁定这些警察无罪。数小时后，洛杉矶市爆发了暴乱。以非裔美国居

民为主的人群焚烧建筑物，发泄他们对警察，或者更广泛地说，对政



府的怨愤。这一事件引起了乔治·布什总统的关注，他向洛杉矶市派

驻了2 000名国民警卫队员，才平息了这场为期三天的暴乱。

冲突理论

虽然以上4事件无论就规模还是影响力而言，都存在着显著差别，

但是也有很多的共同之处。这4个事件都是双方或多方之间的冲突，而

在这些冲突中，各方都希望获得某种对方不愿意提供的结果。这种结

果可能包括家里的汽车、时间、计划的弹性、领土、安全、公正、可

容忍的生存条件，也可能是其他任何事物。此外，请注意每个冲突例

子都涉及不同的模式，即努力解决冲突的不同方式。那么，这些冲突

模式有共同之处吗？表面看来没有相同点，但可以把它们归为4种主要

的类别或策略，而且这些类别或策略揭示了个案之间具有的连续性。

的确，本书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详尽地描述冲突各方所采用的各

种不同的策略，并且考察使用这些策略的原因和结果。

争斗（contending）是一项基本策略，即一方试图将本方偏爱的

解决方案强加于另一方。父亲想必是希望儿子本道歉，并且试图通过

表达自身的愤怒和失望来达到这一目的。销售部门和生产部门先是互

相争论，希望对方就范，这与以色列和埃及在戴维营谈判早期阶段的

表现没有什么差别。在罗德尼·金和洛杉矶警察的争执过程中，争斗

采取了暴力形式，正如愤怒的洛杉矶居民在陪审团对警察做出法庭裁

决之后的反应。

第二项策略是让步（yielding），即降低自身的期望值，并且对

自身所得低于原先的期望值并无不满。销售部门和生产部门就是用这

种策略来解决双方在交货时间上产生的争端。双方在争端解决之后，

自身所得都较先前的期望值要低。而且让步时，双方都致力于制定出

妥协性的协定。这样的协定有益吗？或者说，可以令双方都感到满意



吗？我们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我们有理由怀疑，对于双方而言

“最糟糕”的解决方案实施了吗？对于销售部门而言，延迟三个月交

货可能足以损害其原本希望获得的利润，而对于生产部门而言，将产

品生产计划提前三个月也可能会严重影响生产的效率。让步的确是一

种解决方法，但未必是高效的解决之道。

第三项基本策略就是问题解决（problem solving），即寻求一项

能满足双方愿望的解决方案。该项策略能在谈判期间进行，或者借助

于外部干预者实施，比如戴维营的卡特总统。在卡特总统及其助手的

斡旋下，埃及和以色列终于达成一致意见，开始朝着停止西奈半岛争

端的协定而努力。在理论上，如果没有美国的协助，埃及和以色列也

可能会采用问题解决策略；他们可能会找到各自潜在的利益点，并在

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一项为双方接受的解决方案，令双方都感到满意。

但由于双方在历史上曾屡次发生激烈的冲突，因此卡特总统的干预提

供了一个新视角，从而更有可能满足双方的愿望。

第四项策略是回避（avoiding），亦即不卷入冲突。该项策略大

致 会 以 两 种 形 式 出 现 ， 即  不 作 为 （ inaction ） 与 撤 退

（withdrawal）。不作为就是面对冲突时，什么都不做。一方不采取

任何行动，只是等待另一方行动。虽然戴维营谈判最后采用的是问题

解决策略，但是在整个过程的大部分时间里，各方采用的最主要的策

略就是不作为。这并不是说，当事人双方是迟钝或笨拙的决策者，而

是刻意为之。耐心地地等待对方采取下一步行动。实际上，为了努力

打开双方因不作为而造成的死结，卡特总统最终规定了一个强制性的

最后期限，并指出，他将于该日期之后退出谈判，才迫使双方采取了

行动。撤退表现为拒绝参与冲突。当本和他的母亲及姐姐一起走出门

的时候，他们选择的就是这种回避模式。



针对处理冲突的这4种策略，还有几件事情需要特别注意。第一，

大部分冲突情境（无论是军队换防、劳工罢工、国际谈判、家庭争

吵，还是两名司机同时抢着通过一个没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时发生的

心照不宣的交流）都会导致上述各项策略的组合使用或依次轮番使

用。我们很少只使用某一策略而拒绝使用其他策略。因此，在本与其

父亲发生冲突的过程中，本先使用了争斗策略，最后以回避策略作为

结束。

第二，争斗和问题解决策略可以通过许多不同的战术得以实施。

术语“策略（strategy）”和“战术（tactics）”在范围上有所不

同。按照我们的专业术语，策略是可以应用于所有冲突的四种基本取

径，而战术是这些策略得以实施的行动办法。比如，对抗策略可以通

过如下战术得以实施：劝说战术（比如生产部门和销售部门之间的争

论）、愤怒声明战术（比如本和父亲之间的争吵）、暴力报复战术

（比如罗德尼·金所遭受的拳打脚踢）或其他战术。本书主要关注策

略考量，但同时也会关注那些有助于将策略目标转变为现实的战术。

第三，争斗、让步和问题解决都是积极主动的策略，因为运用这

些策略解决冲突都会做出相对连贯、持续的努力，也就是说，通过控

制、放弃部分利益或者共同工作等方式来解决面临的问题。相比之

下，回避是一种消极被动的策略，因为这一策略并未涉及任何解决冲

突的努力，它的两种主要形式即不作为和撤退，都是暂停或放弃战

术。

第四，争斗和让步互为镜像，因为争斗需要付出努力赢得胜利，

而让步则需要至少接受部分的失败。

本书开篇列举了四个冲突例子，它们在冲突的复杂性和重要性、

解决冲突所使用的各项策略以及冲突最终得以解决的方式上都有所差

别。尽管存在这些差别，但我们相信，如果不考虑冲突所发生的社会



层面，它们就会有很多共同之处[3]。虽然发生在人际、群际、组织以

及国家之间的冲突显然并不一样，但我们相信，肯定能找到可以贯穿

并阐明大部分或所有冲突现象的概括性理论。本书的目的是要整理和

报告新兴社会冲突理论的现有成果，并阐述我们自己有关冲突研究的

一些思想。虽然我们希望本书能改善争端解决的实践，故而偶尔会提

出一些指导性意见（特别是第10章和第11章），但我们的目标主要还

是描述性的，也就是说，尽最大的可能，对人们处理社会冲突所采取

的诸多有趣的方式进行 诠释。

冲突的概念

按照《韦伯斯特词典》（Webster， 1983）的解释， 冲突

（conflict）一词本意是指“打斗（fight）、作战（battle）、或斗

争（struggle）”，或者指当事人各方之间的公开对峙。不过，现在

这一含义已经发生了变化，还包括了“在利益、思想等方面存在的尖

锐对立或分歧”。冲突一词不但指公开对抗本身，而且还将公开对抗

的心理根源囊括进来。简单地说，冲突这一术语应用得如此广泛，因

而具有多种含义。

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采用更为严格的定义，以《韦伯斯特词

典》对“冲突”的第二种定义为基础。我们认为，冲突意味着感知到

的利益分歧（perceived divergence of interest），即当事人各方

当前的期望存在矛盾这一信念[4]。换句话说，冲突是这样一种信念，

即如果当事人一方得偿所愿，那么另一方（或其他各方）就会蒙受损

失。比如，本的父亲认为，自己的工作受到了儿子使用汽车这一事件

的影响，而本则坚信，父亲就是要阻止他使用汽车。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冲突各方都选择争斗之术来解决冲突，或者

都采用多方联合的问题解决策略，那么（正如《韦伯斯特词典》的第



一种定义）冲突会造成公开对峙[5]。然而，各方也可以选用让步策

略、单方独自的问题解决策略或者回避策略，那么冲突未必会造成公

开对峙。

我们择用这一“冲突”定义的原因是，这种定义似乎是构建理论

的最佳起点。我们可以分析感知到的利益分歧的源头，以及思考这种

感知对策略选择和冲突结果的影响，这样就能构建一个简单而实用的

理论（我们将在第2章和第3章对这一理论进行诠释）。由于我们两人

都是社会心理学家，因此会习惯性地从心理状态对社会行为影响的角

度进行思考，所以我们这方面的思维决策毫无疑问会受到这一事实的

制约。不过，我们相信，对于诸多其他学科的理论家和实践者而言，

这种做法仍是有价值的[6]。

在我们的冲突定义中，暗含着对意见差异的刻意排斥，这种意见

差异存在于各方对客观现实予以解释的事实和争论中。我们感兴趣的

是看似不可调和的期望值，或者说，矛盾的目标和标准，而不是看似

矛盾的观点。

从可感知的利益分歧角度来定义冲突，并不表示我们忽视公然对

抗（《韦伯斯特词典》的第一种定义）。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在后

文，尤其是在第5章到第8章，关于冲突升级的主题中会详细讨论。当

冲突一方或双方都采用可能会引起争论的战术，且这些战术比先前采

用的更为激烈时，冲突就会发生升级。

我们清楚地知道，社会冲突往往涉及多方当事人，因此在书中我

们也会尽量考虑这种复杂性。尽管如此，我们的理论主要关注的还是

双方的冲突，即两个当事人之间的冲突。这是出于如下几方面的考

虑：其一，在这一领域内，大部分的理论和研究都着眼于双方的活

动。其二，作为社会心理学学家，我们擅长于在最为熟知的分析单元



上构建较为合理的理论，而这一分析单元就是两个个体、两个群体或

者两个组织。其三，我们发现，涉及多方当事人的冲突往往可以简化

为双方的冲突。因此，虽然本与父亲的争论逐步升级，随后本的母亲

和姐姐也作为本的支持者参与进来，但是这一争论仍可简化为双边

的，亦即“我们对他们”这一冲突结构。

有鉴于此，我们在全书中仅用了少量专业术语。当我们从双边关

系中某一方的角度进行分析时，我们将此人或此群体称为一方

（Party），而将另一人或另一群体（即“一方”行为所指向的对方）

称为另一方（Other）。由于冲突双方均可能是个体或集体，我们有时

又用代词“它”来称呼当事人一方或另 一方。

冲突的积极面和消极面

尽管在人类互动的各个领域几乎都会发生冲突，有些冲突升级之

后甚至还成为人类生活中最重大且最具新闻价值的事件，但是，如果

就此认为，互动必定会引发冲突，或者冲突通常会呈现剧烈升级态

势，这都是错误的。其实，人们总会设法同其他个体、群体以及组织

友好地相处，他们在交往的过程中，通常会体谅对方、乐于助人，同

时还会运用技巧，通常事后不留下冲突的痕迹。即使冲突的确发生，

多半也能和解，甚至还能在冲突双方几乎毫无敌意，都感到满意的情

况下得以根除。

至少从公元前1250年摩西带领犹太人走出埃及的圣经时代起，人

们就开始对冲突的研究产生了兴趣。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曾出现

一股令人瞩目且充满活力的思潮，人们今天仍在受其影响。查尔斯·

达尔文对因“适者生存”而导致的物种内部竞争产生兴趣；西格蒙德

·弗洛伊德对控制自我的各种心理动力的内部斗争进行了研究；而卡



尔·马克思则在提出“冲突是社会生活不可避免的内容”的假设基础

上，发展出政治经济学理论。

如果我们从这三位深邃的思想家的理论中得出结论，认为冲突必

定具有破坏性，那我们就没有领会其思想的精髓。按照达尔文理论，

生存竞争的积极作用是促进有利于生存的遗传基因的出现，生存竞争

引发的基因适应还导致了新物种的出现。类似地，弗洛伊德推断，个

体的成长和洞察力的获得均来自了解和应对内部冲突过程而进行的内

心斗争。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则认为，冲突促进了社会变迁，正是这

种变迁客观地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可见，他们三人都敏锐地意识

到冲突的积极作用和必要性，同时他们也都看到，冲突也往往使我们

付出高昂的代价。

问题的关键在于，冲突是一柄“双刃剑”，利弊参半。下文将逐

一讨论，并重点探讨表现在行动上的冲突，亦即公然对抗。

积极面

首先，如果冲突表现在行动上，它就会成为孕育社会变迁的温

床。如果人们认为自身的处境不公正，或者当前的政策不合理，他们

通常会与旧秩序进行斗争，从而改变现状。否则，只为少数人谋取利

益的旧政策就会占据优势。用科赛（Coser， 1956：197）的话来说，

“冲突通过施加压力以求革新和创造，来阻止社会系统的僵化。”在

美国国会中，几乎每项新的法案都须经过一段时期的讨论，并经利益

对立的群体交互施压后才得以颁布。试想，如果为了避免冲突而总是

压制改革者或者强迫改革者自我压制，那我们现在会处于什么状 况

呢？

公开冲突的第二个积极作用是防止不成熟的群体决策。惧怕内部

对抗的群体可能会采用第一个提出的貌似合理的建议，以结束其成员



的讨论[7]。不成熟的群体决策往往是不良决策，部分原因在于，这种

决策错误解读了群体成员的本意。弗莱等人（Fry et al.， 1983）的

研究显示，这种误读有时会出现在求爱阶段。一方是如此惧怕得罪另

一方，以至于未能将自身的想法充分地表达给对方而使之明白。

第三个积极作用是有助于协调人们的合法利益。大部分冲突并非

以一方获胜而另一方失败告终。相反，冲突的结果往往互有胜负——

以某种整合式协定的形式出现，这一结果在促进双方共同利益的同

时，也促进了双方所属的上层集体的共同利益。假设工会和管理层、

埃及和以色列、销售部和生产部或两个因汽车而争吵的人都能设法协

调相互利益，他们就能在获得个体利益的同时，间接地促进了更大的

组织、邻近地区乃至全球的利益。相反，如果为避免摩擦，不允许他

们相互争论，那么这种深层的协调将几乎不可能存在。准此而论，冲

突可视为一种创造力。

第四个积极作用是，借助于前3项积极作用，群体内部（within-

group）冲突往往能促进长期的群体团结，亦即那些已经发生冲突的群

体成员之间的团结。在缺乏社会变迁或不能协调好个体利益的情况

下，群体的团结性可能会有所下降，而群体效率和群体经验的共享亦

将随之下降（Coser， 1956），最终会导致群体瓦解。如果没有冲突

存在，那么群体会就像英格玛·伯格曼的影片《伴侣》中的那对夫妻

一样，认识不到他们婚姻所存在的问题，更无法正视这些问题，最终

双方因无所适从而分手。

第五个积极作用是，群体之间（between-group）的冲突会使冲突

群体内部团结起来。挑起群体冲突成为许多群体加强内部团结的方

法，能将每个群体成员联合起来，共同努力（Coser， 1956；

Deutsch， 1958；Johnson， Johnson& Maruyama， 1984）。因此，

从独立战争到当前的反恐战争，美国人民的团结及同心协力，几乎在



每次的国际冲突中都得到了提高。研究还显示，获胜的冲突要比失败

的冲突更能产生此种影响（Turner et al.， 1984；Worchel et

al.，1977），这一点恰恰可以解释，为何在美国经历的战争中，以美

国战败而告终的越南战争的团结性最低。

消极面

我们看到，许多社会交往并不会引起冲突，即使冲突出现，也往

往会在未造成痛苦和怨恨的情况下就得到解决，同时还会带来一些积

极作用。不过，冲突也往往有其不利的一面。任何社会对公开对抗的

容忍程度都是有限的，即使这样的对抗最终能带来有益的后果。毕

竟，冲突本身消耗时间和精力，这会妨碍其他事务的进行。如果某个

群体、组织或者国家深陷于某种矛盾冲突之中，甚至会造成无法应对

最基本的环境需求。此外，如果在冲突过程中，各方或一方使用了可

能会引起严重争议的战术，那么冲突就会给有关的各方造成严重的破

坏，包括冲突方、第三方以及整个社会。

当人们陷入剧烈的冲突时，很可能发生各种心理和生理健康问

题，包括免疫系统日渐低下（Kiecolt-Glaser et al.， 1997）、抑

郁（ Christian- Herman et al. ， 2001 ）、酗酒（ OFarrell &

Murphy ，  2002 ）以及进食障碍（ Van den Broucke et al. ，

1997）。更有甚者，多数情况下冲突各方并非唯一的受害者。比如，

公然的婚姻冲突与下述问题有关：儿童情感和行为适应不良（Kline

et al.， 1991），问题重重的亲子关系（Fauber et al.， 1990）以

及攻击行为（Jouriles et. Al.，1991）。此外，婚姻冲突还常常会

在孩子们未来的婚姻中投下阴影，让他们未来的婚姻生活更可能发生

冲突（Amato & Booth， 2001）[8]。

像战争这样剧烈升级的冲突，往往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影响深远的

后遗症。比如参战的国家，无论是战胜方还是战败方，也无论该国的



战后经济复苏还是衰退，都经历过战后自杀潮（Archer & Gartner，

1984）。在战争期间，暴力行径不但为整个社会所接受，因而变得合

法化，甚至宣传为英雄行为。结果，普通民众抵制暴力的决心消失殆

尽。

至于冲突本身到底造成了何种不利影响，我们也许可以从那些曾

经饱受剧烈冲突伤害的个体所遭受的痛苦和折磨中去寻找最具说服力

的证据。虽然人类心理的复原能力非常强大[9]，但是剧烈的冲突往往

会削弱这种复原能力，也会损害人们的应对机制，进而给人们留下深

深的难以弥补的心灵创伤。比如，经历过武装冲突中的个体往往会患

上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其临

床症状表现为创伤事件的周期性和侵入性地追忆、噩梦和往事突现

（flashback）、情感麻木、社会性退缩以及过度警觉。有研究表明，

1994年卢旺达种族大屠杀的幸存者中，90%的人都表现出了全部或部分

的上述症状 （Carney， 1994）。

某些情况下，冲突带来的恐惧可能超越人类心智所能承受的极

限。一名阿富汗医生曾经简明扼要地总结了阿富汗国内旷日持久的武

装冲突，给人们带来的痛彻肺腑的苦难：“我已经当了15年的医生，

我们的战争也持续了23年。在我看来，除阿富汗人之外，再没有人能

了解战争对人们健全心智的摧残”（Healy， 2002）[10]。

如果群体创伤没有得到愈合，那么就会持续一段相当长的时期，

并往往会传递给下一代或几代人。沃尔坎（Volkan， 2001：79）认为

这种未愈合的创伤就成为“选择性创伤”，它是“那些曾在敌方手中

遭受过巨大伤害的群体祖先所共同拥有的心理表征”。选择性创伤是

人们群体身份或群体同一性（group identity）的核心内容，它深深

地植入到群体伤痛的集体记忆库中，并且定期地浮现出来，以证明自

己攻击对手的合理性。选择性创伤使得敌意延续数代而不止。



类似恐怖主义袭击和核武器扩散这类事件，无不在强烈地提醒我

们，核袭击与生化武器这一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紧张地悬在我们的

头顶。面对此类危险，我们不得不承认，冲突仍旧是我们时代的主要

问题。

我们说冲突在带来伤害的同时，也能带来有利的结果，这似乎有

些自相矛盾。然而，这种矛盾只是表面的，事实并非如此。很多情况

下，冲突的积极作用被消极后果掩盖，而这些消极后果的产生是因

为，冲突各方使用了剧烈的容易引起争议的战术。比如，以色列和巴

勒斯坦的冲突可以增强各自群体内部的团结性，但是与战争给人们带

来的痛苦和苦难相比，冲突的这一积极效果则微乎其微。在侮辱、威

胁以及身体攻击所造成的苦难中，人们很难认识到冲突的积极作用。

虽然冲突未必会带来破坏性的后果，但是只要后果是负面的，就

可能造成可怕的影响。虽说与那些更具建设性的冲突相比，破坏性冲

突出现的频率要小得多，但是这些冲突却足以给那些深陷其中的人们

带来巨大的伤害。因此，本书将特别考察那些会导致冲突朝着破坏

性、升级方向发展的情境。

总结与结论

本书重点关注二元冲突——即发生在双方之间的冲突。当事人可

以是个体、群体、组织或国家，虽然这4个层面之间存在差异性，但是

冲突理论的大部分内容都适用于所有这4个层面。“冲突”可定义为感

知到的利益分歧——即冲突一方认识到自身的期望与另一方的期望存

在矛盾。冲突要求我们在四大策略之间做出选择，即争斗策略、让步

策略、问题解决策略和回避策略。其中争斗策略和问题解决策略的实

施方式多种多样，这些策略实施方式称作“战术”。如果双方采取争

斗战略和多方联合的问题解决战略，就会引致冲突的一种行为方式



——双方的公然对抗。与我们通常的观点相反，公然对抗能起到积极

作用，而如果冲突升级，那么这些积极作用往往会为消极作用所掩

盖。

本书安排

本书的结构安排反映了我们曾在导论中阐述过的系列指导性假设

和兴趣点。第2章详述了冲突的定义，用一种简明的图形分析法阐明了

冲突的定义，并总结了冲突产生的原因以及阻遏冲突爆发的条件。第3

章介绍了策略选择这一主题。我们首先详尽地描述了应对冲突的4大策

略，继而讨论冲突各方选择不同冲突策略的原因。第2章和第3章是全

书的理论核心，其中的概念会在后面的章节中反复出现。第4章探究了

一些争斗之术，冲突一方能在另一方付出代价的前提下采用这些战术

获得优势。

接下来的4章从不同的侧面集中讨论了冲突升级这一重要主题。第

5章详细介绍了冲突升级期间发生的转型，同时也考察了解释冲突升级

的两种模型：争斗者—防御者模型和冲突螺旋模型。第6章介绍了第三

种升级模型，即结构变化模型，该模型主要针对那些经常发生在冲突

升级中的心理和群体变化，这有助于解释冲突升级倾向于持续不断和

重复发生的原因。第7章考察了那些会使冲突升级到更高水平的条件，

并将这些条件与那些能将升级维系在可控范围内的条件进行了对比。

第8章讲述了那些使得冲突一旦升级到高水平，就会继续持续下去的机

制。

本书的最后3章讨论了去升级化和冲突解决。第9章关注的是冲突

的僵局，也就是说，在某个阶段冲突一方和/或另一方开始相信，不再

有能力或者不再愿意付出必要的努力，以维系还在不但升级的冲突。

僵局代表了剧烈冲突双方交互中的转折点，该转折点处在冲突升级的



轨迹与去升级化和谈判的通路之间。第10章阐述了问题解决策略，它

非常重要、具有建设性，并往往富有创造力。这一章还描述了迈向整

合式解决方案的几种方法，这些方法能满足冲突各方的期望。这一章

的末尾部分，我们讨论了和解问题，和解通常必定伴有冲突解决过

程，从而持续地解决冲突。在最后的第11章，我们陈述了社会冲突中

第三方的角色和作用。

第2章 冲突的本质和根源

第1章我们将冲突定义为感知到的利益分歧。本章我们将考查界定

冲突的若干要素，从而详细地阐述这一定义。换句话说，我们会问这

样的问题，怎样推断冲突发生的时间？我们也将考察冲突发展的过程

和激发冲突的条件。本章前半部分，我们主要关注整体形式的冲突，

而不管冲突发生在个体还是群体之间，而后半部分，我们会关注与群

际冲突密切相关的过程与条件。

冲突的要素

在冲突的定义（感知到的利益分歧）中，利益一词指的是人们对

那些根本上值得拥有的事物的感受。也有人使用价值（values）

（Druckman et al.，1988）或需要（needs）（Burton，1987）这类

词语来界定冲突，但我们使用“利益”一词。利益对于人们的思想和

行为至关重要，是人们的态度、目标和意愿的核心部分。

我们可以从几个维度来考查利益的特点。有些利益是有形的，比

如水、金钱和领土，而有些利益是无形的，比如权力、荣誉和认可。

有些利益几乎具有普遍性，比如一些人类的基本需要，包括生理健

康、安全、认同、自由、公正、尊重和个体对世界本质的理解。有些



利益则是具体的，针对的是特定的行动者，比如，巴勒斯坦人对故土

的渴望，或者本希望能使用家里汽车的愿望。就优先性而言，有些利

益要高于其他利益，或者说比其他利益更为重要，而且这样的优先性

往往因人而异。而有些利益则构成其他利益的基础，比如，美国的安

全利益就是其反恐战争主要的利益基础。

在一方的利益与另一方的利益发生冲突之前，这些利益必须转化

为愿望（aspiration），即一方努力争取或认为其必须获得某一事物

的心理表征。愿望有时表现为一方努力争取实现的目标，比如获得36

000美元的年薪或一个月内攻占坎大哈。愿望也可以表现为，一方希望

达到或超越的某种最低标准，比如，要求32 000美元的最低年薪，或

与盟友保持良好的关系。除了利益之外，愿望的产生还有其他原因，

包括一方过去所获得的成就、一方用来做比较的另一方所获得的成

就、公认的公平原则和其他社会规范。

当可用的备选方案（选项）似乎无法满足冲突双方的愿望，或一

方发现自己的愿望与另一方的愿望无法调和时，就会发生冲突。

我们可以借助几个图形来阐述这一概念。图2.1代表着一方对与另

一方共同结果空间的设想[11]。横轴表示一方价值的某一维度或多个

维度的组合，而纵轴表示另一方类似的价值维度。虚线表示感知到的

愿望。P虚线代表一方自己的愿望，O虚线代表一方对另一方愿望的看

法。空间中的各点表示各种已知的选择性方案，这些选择性方案可以

是一方的行为、另一方的行为、或者双方的共同行动。A和B可以视为

双方各自的选择，分别代表一方和另一方的价值。C选择对双方而言都

有一定的益处，是一种妥协，而D选择对双方都极为有利，是一种整合

式解决方案。



图2.1　一方对与另一方共同结果空间的设想

图2.1中的D点的选择性方案称为整合式解决方案（integrative

solution），因为这种方案兼顾了或协调双方的利益。无论何种事

物，只要能为某种整合式解决方案带来一线希望，就能减少感知到的

冲突。比如，1977年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对耶路撒冷进行的访

问，就给埃及和以色列解决双边主要差异带来了曙光。这次著名的访

问之后，埃及和以色列大部分人都认为双方敌对紧张的状况有所缓解

（Kelman， 1985）[12]。

图2.2展示出感知到的选择和愿望的四种模式。在图2.2a中，由于

一项已知的选择性方案满足了双方的愿望，因而不存在感知到的利益

分歧。（该项选择用位于两条虚线交叉的右上部分的点来表示）。与

图2.2a相比，图2.2b、2.2c和2.2d描绘出感知到的利益分歧产生的不

同模式。在图2.2b，一方的愿望上升到了缺乏可实施的选择性方案这



种程度。在图2.2c中，己方认为另一方的愿望也上升到了这样一种程

度。在图2.2d中，出现在图2.2a中那种双方都可接受的（整合式）选

择方案已不复存在，而剩下的选择方案则具有零和游戏的特点，也就

是说，一方获得优势意味着另一方处于劣势[13]。

冲突的规模

图2.2　感知到的选择性方案和愿望的四种可能的方式

我们都知道，冲突在规模或强度（即解决冲突显然的难易程度）

上有所不同（Deutsch， 1991）。显而易见，利益分歧会影响冲突规

模。以下3种情况，利益分歧会导致更大的冲突规模：（1）一方的愿

望水平（期望值）更高；（2）另一方显现的愿望水平更高；以及



（3）双方几乎看不到其他的选择性方案。（如果我们将图2.2a分别与

图2.2b、2.2c和2.2d相比较，那么就能明了这3种导致冲突规模加大的

情况）。除此之外（图2.2并未展示），如果一方和另一方表现出的愿

望越坚决，那么冲突规模也会越大。坚决的愿望难以改变，因而要解

决冲突就会困难重重。

如下3种情况，愿望会变得坚决而难以改变，并因此会增大冲突规

模：（1）激起愿望的主要原因是重要的利益，比如安全、认同和尊重

等基本的人类需要；（2）激起愿望的主要原因是能强烈感受到的原

则，比如认定犯罪行为不应予以嘉奖；（3）可用的选择方案是一种非

此即彼型，也就是说，一方或另一方要么成功要么失败。当出现非此

即彼这样的难题时，愿望就会变得坚决，因为让步就意味着屈从。也

就是说，一方必须放弃全部的利益。比如，要购买一辆轿车时，丈夫

想要红色而妻子想要绿色，那么冲突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下，妥协

（或者说双方各让一步）是不可能的。

如果冲突一方认为自己的目标是合理的或者公正的，也就是说，

认定自己有权利获得所期望的结果，那么愿望也会变得非常坚决。当

事人尤其难以放弃那些合理的愿望，如果合理的愿望没有得到满足，

当事人就会觉得特别沮丧。比如，在纽约州北部的阿提卡监狱发生暴

动之前，犯人们都相信，自己在监狱里的条件将会有很大的改善，因

为监狱官员奥斯瓦德曾经做出过承诺。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奥斯瓦

德的承诺并未兑现，阿提卡监狱的犯人们感到异常失望。这种失望感

最终导致了一场持续时间很长，而且付出惨重代价的监狱暴动。在这

次暴动中，将近40名犯人和监狱官员送掉了性命（New York State

Special Commission on Attica， 1972）。

相对剥夺的作用



如果冲突一方认为合理的愿望未获满足，那么由此而带来的不良

体验就常常会导致利益分歧。这样一种体验称为相对剥夺（relative

deprivation）。这种情况下，一方的剥夺感是相对于某种合理标准而

产生的，因此这种剥夺感具有相对性。比如，上述阿提卡监狱犯人的

精神状况就可视为相对剥夺，这些犯人并未获得自己认为理应得到的

事物。

人们如何判断愿望是否合乎情理？判断可能会根据其他人的说

法。如果其他人认为这些愿望是应该获得的，正如阿提卡监狱的例

子，人们就会认为自己的愿望是合理的。有时，判断也可能会根据某

些社会规范的要求。这些规范明确指出，所有处于某种境况下的人都

应该获得些什么。因此，在第1章所描述的罗德尼·金被殴事件中，那

些暴动的人们可能相信美国的社会规范不允许警察打人，而这种规范

本身是正确的。另外，人们判断愿望的合理性还有其他标准，比如，

将自身所获的结果与其近期所获经验作比较，或者与具有可比性的另

一方所获得的结果做比较（Brewer & Brown， 1998）。

相对剥夺会产生两种效果。其一，相对剥夺会提醒冲突一方注意

利益矛盾的存在。一方在探究剥夺的起因时，会了解与自身利益矛盾

的冲突另一方。其二，相对剥夺往往伴生沮丧感和愤怒感，而这些感

觉是力量的源泉，使得人们更经常、更卖力地应对剥夺。当剥夺看似

不合理时，这种力量变得尤为强大。设想一下，如果某人感觉相对于

某种合法标准自己本应获得的事物被剥夺了（即遭遇不公平或不公正

的待遇），没有任何其他的感受如这种剥夺感更能促使人采取行动

（dEstree， 2003）。如果冲突一方认定某项剥夺源自某个人或某一

群体，那么这种力量就会以愤怒的形式表现出来，进而使得冲突一方

倾向于采取争斗行动。



如果相对剥夺感一直持续，最终可能会引发绝望感，而这种感觉

通常会造成一方愿望的消失，冲突从而减少了。为了适应现实，一方

也会调整自己的愿望，这就减少了感知到的利益分歧。所以如果从更

广的角度来考察这种效果，那么导致冲突出现的并非剥夺本身，而是

相对剥夺，也就是与一方所期待的或感觉应该获得的事物相比之下而

产生的剥夺感。

在冲突的发展过程中，相对剥夺是很普遍的，以至于某些理论学

家将之视作冲突出现的必要条件（Gurr， 1970；Kriesberg，

1998）。我们对这种观点持有不同的意见。我们相信，一方能从相对

剥夺以外的其他证据中，得出自身与另一方存在利益分歧的结论，这

些证据包括另一方关于自身动机的声明，以及一方对另一方信任感的

缺失。

激发冲突的条件

很多条件能激发冲突的发展，或者说会导致感知到的利益分歧的

发展。如果这些条件不存在，那么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就会小得多。我

们将这些条件分为4大类，即情境的特征、冲突各方的特征、冲突各方

相互关系的特征以及冲突各方所在社区的特征。

情境的特征

稀缺性　如果各方都希望获得某一有限的资源，就往往会出现冲

突。比如，两个男人为了获得某位单身女子的青睐而相互竞争。再比

如，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在控制耶路撒冷的问题上发生争论。既然

在一方获得大量资源的同时，另一方必定只能获得少量资源，冲突就

难以避免。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冲突各方对稀缺性认知的增长，他们追逐有

限资源的愿望也会变得更加强烈。无论是领土、停车位、恋人还是市

场上新出的玩具，数量越少，人们就越珍视，越想占有。这使得人们

的愿望变得更加强烈和坚决，进而增大了冲突的规模。为什么人们会

对感觉稀缺的事物倍加珍视呢？一方面因为，稀缺的物品往往拥有更

大的价值，人们根据经验认为，稀缺性与物品的价值有关联；另一方

面因为，人们讨厌对自由的任何限制，而某一物品的稀缺性却意味着

他们可能无法获得它，于是，为了重获这种失去的自由感，人们就会

反抗，千方百计要得到这一物品（Cialdini， 2001）。

对某一稀缺物品的竞争会使该物品看上去更有价值，从而增大了

冲突发生的可能性。假如你亲身经历过“比尼宝贝（beanie baby）”

热，或者是“神奇宝贝卡（Pokeman card）”热，那么很容易赞同这

一观点。“比尼宝贝”是一种里面装满了豆子的布艺玩具。在这种玩

具大热之时，各玩具店只要新运来一批“比尼宝贝”，人们就立刻向

商店冲去。为了抢购这些供应量“很少”的玩具，人们拼命地用胳膊

肘推开甚至撞开其他抢购者，因此而发生的斗殴事件也不绝于耳。在

“比尼宝贝”热进入了疯狂的巅峰状态时，有些人甚至愿意花费数百

美金来购买这一实际价值不超过10美元的小玩具。物品的稀缺性与他

人的竞争行为结合在一起，就会产生令人疯狂的愿望。在这一案例

中，“比尼宝贝”的稀缺性是玩具公司刻意制造出来的。

除了使一件物品看上去更具价值之外，竞争者的出现也往往会制

造出时间压力。当事人没时间更全面地考虑问题，比如，“比尼宝

贝”到底值不值得自己去抢购？所以，时间压力会加大恐慌行为发生

的可能。

迅速扩大的成果　当情况发生好转时，人们对未来就会更加抱有

期待，期望就会随之增高。在成果迅速扩大的时期里，这种日益增大



的期望有时可能会超越现实。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是，20世纪60年

代，在屈服了两个世纪之后，美国黑人的自我意识、自信和激情都日

益高涨。在这之前的十年，尤其是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宣布了“学校

隔离非法”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之后，民权的实施已经得到了

显著改善；到了60年代，进步的节奏开始加速，不但很多新的法律条

文得以通过，而且白人的态度也普遍发生了转变。颇具讽刺意义的

是，无论是此前还是此后，美国黑人都没有像60年代那样普遍地表现

出不满和焦躁。这很可能是因为民权运动的进步激发了美国黑人进一

步迅速改变现状的期盼，随后产生了不切实际的期望。我们并不是说

这些期望不合理，而只是说，这些期望与他人的期望不一致，因此引

发了冲突。

如果当事人所获得的成果在持续扩大一段时期之后，进步开始变

缓，甚至发生逆转，就非常有可能发生冲突。戴维斯（Davis，

1962：5）用证据证明：“当经济和社会加速发展一段时期后，接下来

的往往是一个短时期的快速逆转”，暴动革命往往发生在这个逆转期

里。恰尔蒂尼（Cialdini， 2001：219）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很好的总

结：“那些传统意义上生活在最底层的人们，未必是最有可能起来反

抗的人，因为他们已经把自身所遭受的剥夺视为自然秩序的一部分。

实际上，更有可能成为革命者的是那些至少体验过富裕生活的人

们。”

冲突双方的特点

零和思维　相信他人所得必定是自己所失，反之亦然，这就是零

和思维（zero- sum thinking），也称为“总量固定”（fixed-pie）

假设。在这种思路下，双方似乎都无法达到他们的期望，冲突便由此

而生。诚然问题在本质上往往是零和的，尤其是在资源稀缺的条件

下。比如，只剩下一个“比尼宝贝”，但双方都想得到它。然而，很



多情况下，冲突的形成并不是因为问题在本质上具有零和性[14]，而

是因为冲突双方认为它是零和的。这种情况下，零和思维就成一种错

误的信念。实际生活中，冲突双方的利益的确能共存，只是他们看不

到这一事实[15]。研究发现，这种错误信念是导致冲突的罪魁祸首

（Thompson & Hrebec， 1996）。

冲突双方关系的特点

相对权力的模糊性　如果冲突双方都一厢情愿地认为己方比对方

强大，也就是说，对权力的判断模糊不清，那么冲突就更有可能发

生。这种情况下，双方的愿望往往会变得互不相容，进而导致冲突的

产生。以越南战争为例，由于美国和北越采用了不同的军事技术，双

方都相信自己会取得胜利，并对这一信念抱有强烈的期望。直到双方

打了多年的仗之后，答案才正式揭晓，即北越当时的判断是正确的。

不公平的比较　如果一方觉得另一方并不比自己的功劳更大，却

得到了更多的财富或者特权，那么冲突也会由此酿成。这就会导致不

公平的比较，这种情形下愿望会因为现实原因（一方认为自己只要尝

试就可以和另一方做得一样好）或理想原因（一方认为自己应该和另

一方获得同样的好结果）而变得强烈。

挪威著名的戏剧家亨里克·易普生的经典剧目《玩偶之家》（A

Dolls House）可以用来证实比较在冲突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女主角

诺拉是一名传统的家庭妇女，处处受丈夫的支配。在与一名思想开明

的妇女克里斯汀熟识之后，诺拉将自身条件与对方进行对比之后，开

始渴望获得更大的自由和权力。这一切使得诺拉与丈夫发生了冲突，

并最终离家出走[16]。

不公平的比较可以部分地解释纳比尔·哈拉比耶（Nobil

Halabiyeh）的行为。哈拉比耶是一名自杀式攻击者，他试图尽可能多



地杀死以色列人。在自杀式袭击事件发生之前，人们只知道哈拉比耶

酷爱运动而非政治。然而，当这名年轻人在以色列工作之后，情况发

生了显著变化。他的堂兄弟这样解释，“看到以色列人过着奢华的生

活，也许他开始质疑：为什么他们的生活要比我们好呢？”

（Hockstader， 2001）。与巴勒斯坦诸多其他自杀式袭击者的动机

（例如迫切希望为自身所在的群体改善条件、复仇等）相比，哈拉比

耶先生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不公平比较的影响。

有数项研究结果表明，贫富差距较大的美国社区的谋杀率都要更

高（Berkowitz， 1993）。不公平的比较可能有助于解释这一研究结

果。试想，如果富人更富而穷人更穷，那么后者就可能变得更加愤

怒。

那么，如何才能阻止这种不公平的比较，进而防止冲突的发生

呢？最公平的办法是，在资源和权利的分配上尽量平等。此外，我们

还常常采用两种方法：一是制定一套固定的规范，将奖励与某种单一

且很容易度量的标准相结合，比如个体的资历或者受教育程度。美国

的公务员体系采用的就是这种方式，以尽可能地减少不公平的比较。

二是普遍为各种公司机构所采用的隐匿员工奖励信息的方式。由于薪

酬信息很容易保密，许多公司机构都将薪酬信息隐匿起来，以避免冲

突的发生。

身份地位相差悬殊　如果冲突各方的身份地位相差悬殊，那么极

有可能发生不公平的比较（Kriesberg， 1998）。人们在评估功劳或

贡献时可能存在多重标准，若按照其中一种标准，某个人的功劳或贡

献就超过他人，而按照另一种标准，情况则恰恰相反，这样就会出现

身份地位的差别，或者说等级不均衡现象。比如社会上经验和教育都

能用作工作业绩的评定依据。经验丰富的人愿意相信，工作中经验是

最为重要的，而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则持相反观点。如果这两种人



一起工作，双方都可能觉得自己要比对方更应获得奖励，这时，冲突

就尤其有可能发生。

相反，如果身份地位体系足够明确，无论按照哪种标准，胜出者

都是同样的人，那么人们就不大可能去与身份地位不同的人进行比

较，因而冲突也就减弱了。假设存在这样一种虚构的社会，优势越多

的社会阶层就越应该拥有更多的资源，那么这种社会体系就一定是最

有效的。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柏拉图在其《理想国》就建议设立这样

一个虚拟社会：国家的统治者应该是那些体内有金元素的人，而辅佐

者是那些体内有银元素的人，而农民和其他劳动者的体内则只有铁元

素和铜元素。此外，认为存在低等种族和性别等级的谬论也有着类似

的目标。美国社会的传统观念认为，美国黑人和妇女智力低下、情感

匮乏，因此不应该获得嘉奖。同时这些人自己也大多认可这种谬论。

这种谬论让人们相信，优势越多的社会阶层就越应该拥有更多的资

源，因而避免了人们的向上比较，阻碍了相对剥夺感的产生（Wood，

1989）。这种情况下，虽然社会的公平正义惨遭践踏，但发生冲突的

可能性的确减少了。

猜疑　猜疑是指一方认为另一方对己方的利益充满敌意或漠不关

心。形势不明时猜疑会使人感到威胁，从而引发冲突（Pruitt，

1965）。我们以兹讷斯等人（Zinnes et al.， 1961）对第一次世界

大战引发事件的分析为例。1914年欧洲有两大对立的联盟，一个联盟

的主要成员是德国和奥地利，另一个联盟的主要成员是英格兰、法国

和俄国。这两个联盟相互之间充满猜疑。当一名塞尔维亚公民暗杀了

奥地利大公费迪南德之后，奥地利当即宣战。而为了阻止奥地利袭击

塞尔维亚，俄国出动了军队。之后，由于担心受到俄国及其同盟国的

袭击，德国跨过比利时，对法国进行了袭击，战争由此而爆发。显

然，德国皇帝误解了俄国出动军队的目的，错误地认为对方要大规地



模袭击自己。这种误解就源于高度的猜疑，导致德国皇帝试图通过掌

握军事主动权来阻止袭击。

猜疑的反面是信任，暗示着一方相信另一方对己方的利益给予了

积极的关注。这样的关注不一定要真实存在，但一定要使一方能感觉

到积极的情感。就一方而言，如果相信另一方要依赖自己，而不会激

怒自己，那么就很有可能产生这种信任感。正如定义中所说，信任会

使一方相信，另一方将己方的利益放在了特别重要的位置[17]，冲突

就会被阻止。

社区的特点

我们用 “社区”一词来指代较大范围内冲突各方的集合体，可能

发生争论的各方都是这一集合体的子集。比如，对于一对已婚的夫妇

而言，社区就是他们生活的家庭或者居住的小镇。对于两个毗邻的小

镇而言，社区将是他们所在区域内的县、州或者省。对于两个国家而

言，社区将是他们所在区域内的其他国家或者一个整体的“国际组

织”。双方的成员关系可以分属于多个的社区，而社区的特点也常常

会影响社区成员之间冲突的可能性。

安全困境　 前面说过，1914年两个处在竞争状态的欧洲联盟之

间互相猜疑，而这种猜疑可以部分归因于斯奈德和迪辛所说的安全困

境（Snyder & Diesing，1977）。在一个运转良好的社区中，邻里之

间很难有互不信任的理由，因为掌握权力的第三方——警察和法庭，

会对这些公民予以保护。然而，在国际关系中，由于往往无法找到既

有权力、又愿意进行干预的第三方，使得国家或国家同盟必须进行自

我保护。换句话说，国际社区总是处于无政府状态（Mearsheimer，

2001）。1914年前的那些年，这种状态造成的不安全感和不信任感不

断累积，为战争做好了准备。战争准备又进一步增强了体系内的不安

全感和不信任感，使得战争的准备（如军备竞赛）愈演愈烈，猜疑也



越来越多。这种情境涉及一种两难的处境，虽然各个国家因害怕攻击

而武装起来的行为是合理的，但其实如果各国之间能相互信任，世界

将会变得更好，但却没有任何一国信任对方阵营。不幸的是，在无政

府状态下，各国之间无法相互信任。安全困境是著名的“非零和游

戏”，即“囚徒困境”[18]的一个版本（Pruitt, 1997；Rapoport &

Chammah, 1965），游戏中个体的理性促使冲突双方无法进行合作，但

其实如果他们能互相合作，双方的状况都会变得更好。

其他情境下，如果缺乏有效的第三方保护，也会产生安全困境，

并由此产生猜疑问题。这些情境包括那些人口不太密集的边境地区

（如拓荒时期的美国西部地区）、警力不够的城市中心地带以及一些

监狱。

缺乏规范性共识　社区和社区内的群体会不断地完善规范（即规

则），以约束社区成员的行为。这些规范包括社区期望人们追求的目

标、角色定义、决策程序以及社区成员地位和权力高低的具体规定。

这些规范的主要作用是切合潜在的反对者的愿望，降低冲突发生的可

能性（Thibaut & Kelley， 1959）。比如，如果反对盗窃这个规范不

存在，那么冲突将会变得非常普遍而且严重，以至社会实际上无法正

常运行。再举一个影响力稍弱的例子，比如最低工资的法律规定就明

确了日常工作的单一工资水平，限定了工人和雇主的期望值，从而降

低劳资双方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还有一种规范起到类似的作用，即配

偶一方做饭而另一方洗涤餐具，这已经为很多家庭接受。

如果社区缺乏规范性共识，那么某些社区成员将会产生与其他成

员利益矛盾的愿望，冲突就会普遍存在。我们举个典型的例子，当今

很多丈夫和妻子的关系陷入僵局，这是因为，当今社会在界定配偶能

彼此期待的合理行为上，比以前的界定要模糊得多（Rubin & Rubin，

1989）。



冲突不多的社区都有着非常明确的规范，这些规范约束着那些最

有可能发生冲突的人际关系，如权力和地位关系。比如，雇主和工人

之间很容易发生冲突，因为两者之间的行为和期望联系紧密。但大部

分人在刚开始工作时，都非常清楚自己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工人会

期望能大致按照雇主的要求行动，并努力给雇主留下好印象，而雇主

则希望给出清楚的工作方向，并给予正强化和负强化。如果我们想找

出职场冲突潜在的因素，会惊讶地发现其实并不存在导致冲突的环

境。

如果在某一社区，规范得到了权力阶层的普遍支持，那么即使弱

势群体的规模很大，也不大会产生改变这些规范的愿望。因为大部分

人学会了适应，他们大都在规定的范围内进行选择，他们的愿望与社

会现实是相适应的。

这并不意味着，在这样一个社区中，人人都是快乐的。因为处于

最劣势地位的人们可能会感到非常不快，比如美国黑人、妇女、学生

或者奴隶。然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或者充满了沮丧（因为其他所有

人似乎都支持这一规范），或者充满了恐惧（恐惧来源于那些实施规

范的手段），以至于无法改变现状。诚然，面对这种困境，也还是有

人为了自身的权利和利益而不懈地斗争。如果这些人能轻易地逃离现

状，就像19世纪时很多美国人从新英格兰移民到西部边陲那样，冲突

就不会发生了。

群际冲突的根源

前面我们从整体上阐述了引发冲突的过程和条件，不管冲突的主

体是个人还是群体。现在我们讨论那些只影响群体冲突的条件。 “群

体”可以定义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这些人拥有共同的身份，并且

具备互相合作的能力。我们用这一术语来指代各种集合体，不管他们



是配偶、工作团队、组织机构、政治派别、还是民族、国家。当然这

些不同类型的群体存在差别，我们也会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努力说明这

些差异。但许多基本原则适用于各种层次的群体，我们将在本部分中

重点讨论。

罗伯斯山洞实验

在美国俄克拉马州的圣波伊斯山（Sans Bois）中，有一个孤立的

但却占地甚广的国家公园——罗伯斯山洞公园。1954年夏，研究者在

这里进行了一项最著名的群际冲突实地研究。主要的研究者莫扎菲尔

·谢里夫（Muzafer Sherif）和他的同事（Sherif et al.， 1961；

Sherif & Sherif， 1969）精心挑选了一批几乎在各方面都非常相似

的12岁小男孩，并将这些孩子们分成两组，每组12人，分别带到两个

相互隔离的营地中。几天过去了，这些孩子们都不知道对方群体的存

在。他们参加了各种各样典型的夏令营活动——划独木舟、游泳、野

餐、搭帐篷、在附近的室外棒球场打棒球等等。不出研究人员的意

料，群体凝聚力或者说“我们”这一感觉，很快就在两个群体中出

现。两组成员都给自己的群体起了名字，分别叫做“响尾蛇”和“老

鹰”。

又过了几天，两个群体都发现了对方群体的存在，都渴望在团队

运动项目中与对方一决高下。甚至在发生实际接触之前，两个群体就

产生了竞争意识，还常常萌生敌意。双方都自信地认为自己会在竞赛

中打垮对手。

在比赛开始的第一天，研究者们在餐厅里向孩子们展示了比赛奖

品——一个闪闪发亮的奖杯、一些做工精美的奖牌以及数把四叶小

刀，并宣布只奖给获胜团队。不出所料，这些奖品进一步加强了双方

的竞争感和敌对感。



比赛一开始双方就恶语相向。虽然双方起初还想努力保持“友谊

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不过双方很快就停止了这种努力，频

频侮辱谩骂对方（“一群畜生”、“叫花子”、“胆小鬼”、“可怜

虫”）。之后，双方的敌对行为迅速升级，针锋相对地袭击对方或者

进行反击。他们不但砍下对方的旗帜，破坏对方的小木屋，而且还偷

偷地搜集并制作了很多武器，包括球拍、棍子、装满石块的袜子。等

到比赛结束，双方成了不同戴天的仇敌。

幸运的是，孩子们的这一野营经历，最终的结局是令人愉快的。

研究者们成功地将这种敌对群体关系转变成了一种合作关系。第9章我

们将回过头来讨论这种转变。但目前我们重点讨论造成群际冲突的原

因。为什么“响尾蛇队”和“老鹰队”如此轻易地就变得互相敌视

呢？

现实冲突相对于社会认同

罗伯斯山洞实验中冲突的发展有两种解释。谢里夫将冲突归因于

研究者强加于男孩们身上的竞争情境。他认为，比赛在群体之间制造

了利益分歧，而为了解决这些分歧，群体采用了争斗之术，进而导致

了冲突升级。这种解释建立在坎贝尔（Campbell， 1965）的现实冲突

理论（realistic conflict theory）基础之上。该理论认为冲突总是

能用某些有形资源（如领土、金钱、奖品等）或无形资源（如权力、

声望、荣誉等）来进行解释，双方都渴望拥有这些资源但数量有限。

虽然这一解释很有价值，但是如果用来解释“响尾蛇队”和“老鹰

队”的实验结果，就出现了问题，因为两队的敌对在他们进入到竞争

情境之前就开始了，实际上，彼此的敌对始于他们听说对方存在的那

一天。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塔吉菲尔和特纳（Tajfel & Turner，

1979， 1986）提出了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该



理论认为，“仅仅意识到外群体（out-group）的存在，就足以激起内

群体（in-group）的群际竞争或歧视反应” （Tajfel & Turner，

1979：38）。这是因为，个体所属的群体是此人自我概念（自我身

份）的一部分。因此，个体为了满足自尊感，就会倾向于积极看待自

己所属的群体，这就产生了内群体偏见。带有内群体偏见的成员会过

高地评价内群体成员，而且会偏向于支持内群体成员（Brewer &

Brown， 1998）。虽然这种偏见未必一定会引发冲突，但是如果人们

对外群体成员表现出轻蔑或者侮辱态度，或者为了内群体而去夺取外

群体所需要的资源，那么就可能引发冲突。

社会认同理论得到了 “最简群体（minimal group）”效应或

“社会类化（social categorization）”效应等许多研究的支持

（Tajfel， 1970）。在这些研究中，研究者常常依据某种无关紧要的

主观标准将一群人划分成两个临时性“群体”。比如，在进行了某项

艺术偏好的假测试之后，研究者可能告知一部分人，测试结果表明，

他们更喜欢克雷的作品，而另一部分人更喜欢康定斯基的作品。虽然

这种人为地暂时划分出的两个群体内部成员以及两个群体的成员未发

生任何的互动，但是人们还是更加喜爱、高估并且偏向于支持自己所

在群体的成员，而对另一群体的成员则持有截然相反的态度

（Gaertner & Dovidio， 2000）。这些发现有助于解释，为何民族中

心主义（ethnocentrism）——偏袒自己的群体而不是其他群体——在

人类社会如此普遍（Summer， 1906）[19]。

历史上也有很多冲突的案例，不但与最简群体效应类似，而且能

用社会认同理论进行解释。我们以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事件为例。公

元6世纪，君士坦丁堡的绿派和蓝派之间爆发了一场可怕的战争

（Ridley， 1996）。当时，马车比赛是一项颇受城市民众欢迎的运

动。比赛时一组车手身着蓝色套装，而另一组车手则身着绿色套装，

因而很容易区分开。不久之后，这一看似不重要的识别方式却将整个



城市划分成支持绿队的绿派和支持蓝队的蓝派两个阵营。而这两个阵

营之间的敌意，迅速与宗教和政治因素结合在一起，激发了一场大规

模的骚乱。在骚乱中，绿派杀害了3 000多名蓝派成员，而蓝派则屠杀

了30 000多名绿派成员，君士坦丁堡的大部分地区也被夷为平地。最

近，在欧洲频频爆发“足球大战”，虽然这些打斗的暴力程度远远不

及蓝绿两派之争，但是我们却不难看出两者的相似之处。此外，类化

过程也使冲突各方产生“我们与他们”的对立思想，似乎是引发这些

冲突的主要原因。

群体愿望与群体失望

群体内部通常会有大部分成员都持有的共同愿望，或者叫做群体

目标和群体标准，这意味着不同的群体可能会发生冲突。比如，一对

已婚夫妇和一名汽车经销商在一辆新车的价格问题上发生微不足道的

小冲突；而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在巴勒斯坦国的存在和版图问题上

发生根本利益的大冲突。

群体愿望往往源自群体自身强烈的根本需要，这些需要群体成员

都能感同身受（Fisher， 2000）。因而，很多以色列人的立场都源于

对国家安全的深切关注，鉴于以色列四周都是敌对势力，这种安全顾

虑并不奇怪。而巴勒斯坦人的根本需要则包括认可、自我决定以及公

正对待，这样的需要也不奇怪，因为数百年来，他们一直被外来者控

制。双方都关注自身的文化传统能否自由实施，这一点至少能部分地

解释双方在耶路撒冷的控制权上出现的分歧。

与基于个体需要的情感相比，基于群体需要的情感往往深厚得

多。这一点可以用来解释2001年9月11日发生在纽约和华盛顿的自杀性

袭击事件。虽然劫机冲向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的恐怖分子可悲地受人

蛊惑，但是袭击行为却似乎表达了那种捍卫种族和宗教群体利益的深

切愿望。



相对剥夺感在集体和个体层面上都会出现。如果人们将自己所属

的群体与其他群体或某些合理的标准进行比较，认为剥夺这一事实成

立 ， 那 么 冲 突 往 往 会 接 踵 而 至 。 这 种 现 象 称 为 同 胞 剥 夺

（ fraternalistic deprivation ） ， 与 之 相 对 的 是 自 我 剥 夺

（egoistic deprivation），即发生在个体层面上的相对剥夺

（Runciman， 1966）。要想弄清楚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本书

第1章讨论过的案例，即洛杉矶市的黑人居民在罗德尼·金被殴打之后

所经历的余波。当时，很多人都希望那些残暴地殴打罗德尼·金的警

察们，被送上法庭、宣判有罪和接受惩罚。当法庭裁决这些警察无罪

之后，人们心中燃起了愤怒的火焰，把这一事件看成是对美国黑人这

一群体的不公正行为。随后发生的暴动就是同胞剥夺引发的结果。多

项研究结果表明，同胞剥夺才是群际偏见和政治暴力的主要根源，而

不是“自我剥夺”（Brewer & Brown， 1998）。

社会认同理论能解释，为什么人们在遭受同胞剥夺时常常会感到

焦躁不安，因为人们会认为群体受到攻击就是自我价值受到攻击。

群体认同

对于那些为群体目标努力工作，并且对同胞剥夺敏感的人们，他

们必定对自己所属群体有着高度的认同——他们肯定首先将自己视为

穆斯林、美国黑人、底特律市民或者高中乐队成员等。随后，那些具

有强烈认同感的群体（其成员对群体有高度的认同感），就会比那些

缺乏认同感的群体，更经常、更深入地卷入到各种冲突之中。因此，

与意大利裔美国人相比，美国黑人的情绪要激进得多，事实也正是如

此[20]。

如果群体认同感强烈，那么人们就会对群体中的任何成员及所有

成员所遭受的痛苦感同身受。因此，为了抗议巴勒斯坦人的残酷遭

遇，从中东到印度尼西亚的穆斯林人都可能会聚集街头表示抗议。



即使最没有凝聚力和持续时间短暂的群体，也能建立一定程度的

群体认同，这已经在先前最简群体效应的讨论中得到例证。这些研究

结果表明，那些相互只有肤浅共同点的人们，即使简短的交往也会给

他们带来群体认同感，认为自己有别于其他群体。试想一下，那些具

有历史关联的族群或者宗教关系的人，如果认识到他们的核心价值观

或者基本人类需要正在遭受非法剥夺，那么他们会产生多么强烈的群

体认同感。接下来我们要讨论冲突群体的动员过程，通过群体动员能

形成强烈的群体认同感，并与强烈的群体愿望结合在一起，共同激发

群际冲突。

冲突群体动员

冲 突 群 体 动 员 理 论 （ Azar ，  1990；Coleman ，  1957；

Dahrendorf， 1959；Gurr， 1996）主要考察，关系松散且政治消极

的人们发展成组织良好的冲突群体的过程和条件，而且该冲突群体还

应具备挑战现状的能力。该理论主要想了解那些弱势群体怎样才能发

展出抗议、暴动和革命的能力。该理论能帮助我们理解下列事件，美

国马萨诸塞州北安普顿的饮用水中加氟计划引发的公众抗议，南美黑

人运动的发展，北美13个殖民地的人们团结起来进行独立战争。甚至

有可能帮助我们了解基地组织袭击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的组织动员过

程。

该理论始自达伦多夫（Dahrendorf， 1959）的拥有潜在利益的准

群体，即一群拥有共同利益，但对此并未充分认识的人。群体动员的

过程往往始自触发事件（或系列事件），警醒或者唤醒了准群体成员

（Azar， 1990）。比如，在南非夏普斯维尔大屠杀（Sharpville

Massacre）中，手无寸铁的黑人抗议者遭到白人当局的射杀。再比

如，18世纪英国政府的茶叶税收政策警醒了广大北美殖民地人民，最

终引发了“波士顿倾茶事件”，人们将一船茶叶倾倒在港口里以抗议

苛税。如果准群体成员彼此再就此类事件进行沟通，那么他们的同胞



剥夺感就会得到增强[21]。另外，至关重要的是，出现了一批领导

者，他们不但能清楚地表达出人们的关注点，而且能加强成员的群体

认同感和群体失望感，认清对手，并且开展行动来安抚群体的不满。

冲突群体就此形成，群体成员能强烈地感受到一种共同的认同感（群

体身份），都对某一个普遍接受的目标感到同样不满，都有安抚这些

不满的愿望，彼此通过领导层或直接沟通。

如果出现了许多拥有共同利益的地方群体，就有可能发展到下一

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具有超凡个人吸引力的组织者会设法将分散

的群体团结起来，迫使政府注意到这些群体的不满，一场运动由此形

成”（Zartman， 1995：13-14）。南非的纳尔逊·曼德拉、北美的乔

治·华盛顿以及基地组织极端分子本·拉登，都属于此种具有超凡个

人吸引力的组织者[22]。

这类变革群体的领袖可以视为洋葱的核心，那么紧邻洋葱核心的

外一层就是该领袖最密切的组织，负责发动各种冲突（比如基地组

织）。该组织被更大的人群（即被唤醒的冲突群体）所包围，他们积

极支持该组织，向该组织输送新成员，提供金钱和政治庇护。我们还

会发现，洋葱的最外层是一个更大的群体，该群体虽然对该领袖及其

组织的部分或所有目标表示同情，但是却不愿支持该组织所采用的战

术。

激发冲突群体动员的条件　达伦多夫（Dahrendorf， 1959）曾

明确指出，冲突群体的动员要满足3个条件，这3个条件满足后还会激

发群际冲突。第一个条件是群体成员的沟通能力。沟通强化了普遍的

群体认同，促进了组织目标的发展，加深了同胞剥夺感。有时统治集

团能压制不满的准群体成员之间的沟通——比如限制集会权、隔离同

伙犯、或者在亚群体之间制造矛盾，以防他们团结在一起。通过在空

间上或者心理上隔离群体成员，这些战术可以防止冲突群体结成联盟



或者制订计划。不过，随着电子邮件和网络沟通的出现，要制造空间

上的隔离变得越来越困难。这些技术进步的确推进了全球范围内的沟

通，使得基地组织快速发展，并可能组织发动9·11袭击。

第二个条件最为重要，就是要有一个能将冲突群体组织起来，并

能为群体制订行动计划的领导层。在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1954年所写的小说《蝇王》中，当一群孩子因船舶失事而被

抛在一个孤岛上时，两名领导者迅速脱颖而出。其中一名领导者拉尔

夫的领导方向是，引领年龄小点的孩子们逃离孤岛并寻找外部救援。

相比之下，另一名领导者杰克则似乎想鼓动那些在孤岛上感到恐惧的

孩子们组成冲突群体，准备同杰克之外的所有其他权威作斗争。至少

在一段时期内，杰克占据了优势。

再则，统治集团常常会想方设法除掉新兴的领导者，他们的手段

有监禁、驱逐甚至杀害。不过，这类行为往往会弄巧成拙，反而坚定

了冲突群体的决心。还有一种可能，统治集团会试图“招安”这些领

导者，与之形成某种更为密切的合作关系。韩国政府先前就采用过此

种战术，特意给那些反对派领导人授以政府要职。比如，有一位大学

校长对政府的教育改革计划进行了抨击，并获得了大批激进学生的支

持。之后，政府任命该校长为教育部部长。他走马上任之后，很快就

收回了自己先前的抨击言论，开始转而支持政府的立场。可见，“招

安”很容易将冲突消灭在萌芽状态。

达伦多夫所阐述的第三个条件是，（群体所处的）大社区眼里的

群体合法性——或者社区至少不对群体实施有效的压制。因此，民主

政治比独裁政治更易组织起反对者群体，虽然后者并非不可能发生。

此外，民主政治下的冲突群体反而不大可能具有革命性，因为政府往

往会对他们的抗议进行回应，并倾向于做出改变。



在社会认同理论的延展中，还暗含着引发冲突群体动员的另外两

个条件（Tajfel & Turner， 1979），并且得到了研究证据的支持

（Brewer & Brown，1998）。第一个条件是，几乎没有或者根本不存

在社会流动性（social mobility）。社会流动性即个体从低地位群体

向高地位群体移动。一个恰当的例子是，卢旺达居于统治地位的图西

族和居于从属地位的胡图族之间的关系。500年以来，这两个群体一直

处于混居状态。正如古雷维奇（Gourevitch， 1998：47-48）所言，

“胡图族和图西族语言相同，宗教信仰相同，相互之间通婚，混居在

并未划定领土边界的同样的山丘上，有着共同的酋邦式的社会和政治

文化”。然而，在殖民地时期，殖民者重新制定族群边界，族群边界

不但清楚明晰，而且缺乏渗透性，于是就出现了乔伊特所说的“被阻

碍的认同”现象（Jowitt， 2001）。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后殖民地时

期，严重损害了群际关系和群际混居状态。“被阻碍的认同”有助于

解释1994年发生的卢旺达大屠杀——在短短的100天之内，就有超过80

万的图西族人和持温和态度的胡图族人惨遭杀害。

如果可以进行社会流动，那么群体动员就往往会受到限制，而代

之以这样的情形，即“鼓励个体远离原来所属的群体，并努力让自己

及其直系亲属获得统治集团的接纳。社会流动性被西方的民主政治体

系奉为神圣”（Hogg，1995：558），能让社会体系避免严重的群际冲

突。社会流动性也暗示着，如果一方取得的成就不如另一方，是因为

自己的能力不够。因此，一方找不到合理的理由来要求更大的回报，

也没有进行不公平比较的合理依据。

引发冲突群体动员的另一个条件是，地位较高的群体看上去软弱

或者非法，因而很容易遭遇挑战。如果情况并非如此（即地位较高的

群体看上去不但强大而且合法），那么地位较低的群体成员就可能会

去进行社会创造（social creativity），而不是进行群体动员攻击社

会。社会创造指的是，地位较低的群体通过表明自身所长（比如，美



国黑人拥有“灵魂”），或者将自己与那些地位更低的群体进行比较

（比如，美国黑人要优于穷苦白人），而自认为要优于那些地位较高

的群体。

总结和结论

当看起来已经没有哪种选择能同时满足当事人双方的愿望时，冲

突（定义为感知到的利益分歧）就会出现。冲突之所以发生，或者是

因为双方的愿望都非常强烈，或者是因为缺乏整合式选择方案。如果

双方的愿望都很坚决，都认为自己的愿望合理，冲突的规模就会变得

相当大，因为双方都无法让步以解决问题。我们常常会发现，相对剥

夺会造成利益的分歧；而相对剥夺引起的失望感会促使人们追逐冲突

目标。

无论是在人际层面还是群际层面上，以下这些条件都会引发冲

突：资源的稀缺性、迅速扩展的成果（尤其是在进步变慢的情况

下）、零和思维、相对权力的模糊性、不公平的比较、身份地位相差

悬殊、猜疑以及缺乏规范性共识。由于有利的群际比较是自尊的源

泉，因此仅仅另一个群体出现，就可能引起群际冲突。如果群体愿望

没有得到满足而产生 “同胞剥夺”，那么群际冲突就更可能发生。

（“群体”这一术语，指的是那些小群体、政治实体、组织、国家以

及任何其他拥有共同身份和合作行动能力的人群。）

群体动员必定发生在那些拥有共同利益的人们卷入冲突之前。群

体动员包括，形成共同的群体认同，产生一个领导机构，在追逐共同

利益时采纳群体目标。此外，群体内部的沟通能力、是否拥有领导

层、（群体所处的）大社区眼里的群体合法性、感知到的外群体软弱

或者非法（并认为外群体阻碍群体成就）以及社会流动性的缺失，都

能激发群体动员。群体动员一旦发生就难以扭转，正所谓覆水难收。



统治者为了阻止挑战其权威的群体动员，可以采用3种战术，即干

扰群体的内部沟通、除掉潜在的领导者以及“招安”这些领导者。在

本章讨论的诸多原则中，还隐含着其他能压制冲突的战术。这些战术

能促进社会的稳定，因而表面上来看似乎颇具吸引力。不过，它们也

很容易带来反作用，往往会使社会发展停滞不前，有时造成不公正现

象，通常无法保证长治久安。

接下来，我们要转而讨论策略选择。第3章我们要讨论，决定一方

在4种应对冲突的策略（争斗、让步、问题解决以及回避）中进行选择

的条件。

第3章 策略选择

彼得不得不作出一项决定。几个月以来，他一直期待着能在一间

安静的山间小屋中度过两周的假期。在那里，他能打猎和钓鱼，还可

以漫步山间，登高远眺。然而，他的这一梦想却突然遭到妻子玛丽的

反对。玛丽觉得在山上度假太无聊了，他们应该去热闹的海滨胜地

——马里兰州的海洋城度假，但彼得却打心眼里不喜欢这个主意。为

了解决这一争端，彼得必须决定采用何种策略。

第1章我们提到过4种解决冲突的基本策略，这些策略彼得都能采

用。其中3项是积极策略，旨在解决冲突。比如，彼得可以采取争斗行

动，并努力降低玛丽的期望；他还可以采用问题解决策略，努力找出

解决的办法，要么两个地方都去，要么去一个双方都感兴趣的度假胜

地；或许，他还可以向玛丽的要求让步，同意去海滨度假。第4种策略

要更为被动：彼得要么表现出不作为，要么撤出争端，进而完全回避

冲突。



本章要考察决定彼得（或者更广泛地说任何面对冲突的人）在这

些基本策略中作出选择的条件。

策略的本质

争斗策略指冲突一方只根据自己的主张，罔顾另一方的利益而作

出的任何解决冲突的努力。冲突一方采用这种策略，往往是在坚持己

方愿望的同时，试图说服或者强迫对方让步。冲突一方如果选择了争

斗策略，可以运用各种战术，包括为自身的立场辩护，威胁对方（上

例如果玛丽不同意到山间度假，彼得就可能会与她分开度假），实施

某种惩罚，直到另一方妥协才肯撤销（比如，彼得开始冷淡玛丽，直

到她同意自己的度假计划）。如果冲突一方希望协商解决争端，那么

争斗策略还可以使用另一些战术，如出示有说服力的证据、提出实际

上远超对方所能接受的要求、将自身置于“坚定不移”的立场或者设

置最后期限。我们将在第4章详细讨论那些容易引起争斗的战术。

相比之下，问题解决策略要设法找到那些致使冲突双方产生分歧

的问题，并呼吁双方共同解决。如果冲突一方选用此种策略，就会在

坚持己方愿望的同时，还试图兼顾对方的愿望。问题解决策略既可以

由双方互相讨论共同实施，也可以由冲突一方独自进行。问题解决策

略在实施过程中，可以采用各种不同的战术。有些战术风险较大，比

如先让步转而期待对方让步作出回报、将谈话重点放在可能的妥协方

案上以及披露己方潜藏的利益点。有些战术则较谨慎，比如暗示可能

的妥协方案、委托与双方没有利害关系的中间人来讨论问题、通过幕

后会议进行沟通以及通过调停人进行沟通。我们将在第10章进一步讨

论问题解决策略的各种战术。

让步策略指的是降低冲突一方的期望，但这并不意味着彻底投

降。比如，为了使双方更易达成一项相互都可以接受的协定，彼得可



能会决定放弃自己的次要目标，即漫步山间、登高远眺。之后，他就

可以着手解决问题了，寻找一处既能打猎也能捕鱼的静谧度假胜地，

而妻子也能实现她的主要目标，在繁华的海滨旅游胜地度假。

第4种策略回避策略指的是不参与冲突。这种策略大致有两种形

式，即不作为和撤退。如果冲突一方仍旧与另一方保持联系，但是并

不设法解决冲突，就是不作为。因此，彼得可能会避而不谈冲突问

题，而寄希望于逐步淡化问题。还有一种形式，即如果妻子坚持要讨

论假期问题，彼得可以采用推脱战术，比如“用深奥的术语讨论问

题，发表不着边际或者程序性的言论，或者问一些与冲突无关的颠三

倒四的问题”（Van de Vliert， 1997：33）。如果不作为不足以终

止一场新的讨论或者争吵，彼得还可以从冲突的问题上撤退，只需说

自己不想再讨论了，但还是按照自己的计划去度假，或者根本取消度

假，他就能回避 冲突[23]。

策略的选择

在4种基本策略中，如果选择了其中一种，就不太可能使用其他的

策略。由此看来，这些策略之间存在着一种权衡取舍关系。回避策略

与其他3项策略完全不相容，这是因为采取其他3种策略的冲突方会作

出各种各样的努力以解决冲突。虽然有时人们会同时使用争斗、让步

以及问题解决策略（Van de Vliert， 1997），但是这3种策略并不完

全兼容。原因有三。首先，无论我们在这3种策略中选择哪一种，都是

为了解决冲突。如果冲突一方发现，某种策略并不适合当前的情境，

那么很可能会转而选用其他两种策略。其次，这些策略的选用需要不

同的心理取向。比如，冲突一方如果打算向另一方让步，或者和另一

方合作，那么试图左右另一方的行为就显得不太妥当。第三，这些策

略往往会给冲突另一方传递一些自相矛盾的信息。让步常常意味着自



己不够强大，这就与向另一方有效地施加压力的行为矛盾，而争斗则

可能会削弱另一方的信任，降低问题解决的有效实现的可能性。

本章剩余的篇幅将主要探讨4种影响基本策略选择的理论。第一种

理论我们总结为双重关注模型（dual concern model），这种理论主

要探查冲突一方和另一方对结果的相对关注力度对策略选择的影响。

第二种理论我们称为感知到的可行性视角，这种理论认为策略选择取

决于冲突方感知到的成功可能性，以及各种策略实施的成本或风险。

第三种理论侧重归责方向对策略选择的影响，而第四种理论则注重文

化对策略选择的影响。这些理论具有互补性，因为某种理论所忽略的

问题可以用另外的理论来解决。

支持这些理论的证据很多，许多都来自实验室所做的模拟谈判实

验。谈判（negotiation）是一种冲突行为，往往发生在冲突双方（或

多方）试图通过对话解决利益分歧时。在实验室研究谈判时，往往把

参与者（通常是大学生）置于模拟的谈判环境，研究者操控与冲突有

关的变量，并仔细测量参与者对这些变量所做出的反应[24]。

双重关注模型

图3.1展示的是双重关注模型。该模型假定冲突一方有两种关注

点：一是对一方自己结果的关注（也称为“自我关注”），标在横轴

上；二是对另一方结果的关注（也称为“他方关注”），标在纵轴

上。图上这些关注点的变化范围可从“漠不关心”（在两轴交叉的零

点上）到“高度关注”[25]。



图3.1　双重关注模型

双重关注模型的两个关注点定义如下：自我关注指的是，在争论

的领域中，冲突一方着重关注的是自身的利益。如果冲突一方的自我

关注太过强烈，那么其愿望会变得过高并且固执，而且还会非常排斥

让步策略[26]。对另一方关注则意味着，冲突一方对另一方利益予以

重点关注，感觉自己对另一方所获结果的好坏负有责任。这种关注有

时候是真诚的，也就是说，冲突一方发自内心地关心另一方的福祉。

不过，多数情况下这种关注是工具性的，或者说是策略性的：冲突一

方帮助另一方是为了谋求自身的利益。比如冲突一方乐意帮忙，只不

过是为了讨好有权势的另一方。

双重关注模型对影响策略选择的原因做了如下预测：如果冲突一

方对己方和另一方所获结果都表现出强烈的关注，那么就会倾向于采

用问题解决策略；如果冲突一方只是强烈关注另一方所获结果，就会

倾向于采用让步策略；如果冲突一方只是强烈关注己方所获结果，那

么就会采用争斗策略；而只有在冲突一方对己方和另一方所获结果都

不太关注的情况下，才会采用回避策略，尤其是不作为行为。



某些版本的双重关注模型（Blake & Mouton， 1964；Rahim，

1983；Thomas ，  1976 ） 还 包 括 第 五 种 策 略 ， 即 “ 妥 协

（compromising）”策略。妥协是指冲突双方努力在双方的诉求之间

找到一个中间妥协点，这是一种双方各退一步的解决方案。妥协策略

位于图3.1的中心部分，与其他四项策略距离相等。我们认为妥协策略

并不能与其他策略截然分开，而只能算是一种“消极的”问题解决策

略，因为冲突双方并没有全力寻求能满足双方利益的解决方案[27]。

托马斯（Thomas， 1976）指出，双重关注模型往往错误地将两个

关注点简化为单一的维度，一端是自私（自我关注），而另一端是合

作（对另一方关注）。这样的简单化是有问题的，因为很明显，两种

关注同时都可以很强烈。冲突各方既有自私的一面又有合作的一面，

从而可能采用问题解决策略。如果我们承认双重关注，就必须区分与

另一方合作的两种方式，即让步策略和问题解决策略。而之前的策略

选择理论并未将这两种策略完全分离，只是提出了从竞争到合作这样

一种单一的动机维度（Deutsch， 1973）。此外，承认双重关注也迫

使我们区分冲突一方谋取自己利益的两种方式，即争斗策略和问题解

决策略。

冲突类型理论的双重关注模型

双重关注模型最初是作为冲突类型中的一种个体差异理论提出的

（Blake & Mouton， 1964；Filley， 1975；Rahim， 1983；1986；

Thomas， 1976）。冲突类型指的是个体应对冲突最常见的方式

（Pruitt & Carnevale， 1993）。双重关注模型意味着，冲突类型是

由两个相互独立的个体差异变量决定的，即自我关注和他方关注。

如果冲突类型的确存在，人们在应对各种冲突状况所使用的策略

就会表现出某种一致性，这一点已经在两项研究中得到了证实

（Sternberg & Dobson，1987；Sternberg & Soriano；1984）。研究



者们通过设计好的问卷来测量这些一致性（Kilmann & Thomas，

1977；Lawrence & Lorsch， 1967；Rahim & Magner， 1995），从而

能让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决定，某个人通常偏爱问题解决策略、争斗策

略、让步策略、回避策略还是妥协策略。

在另外一些研究中，参与者针对自己应对冲突的方法进行了自我

报告，研究者对报告结果进行了多维尺度分析（Van de Vliert，

1990；Van de Vliert & Prein， 1989）。这些研究结果与双重关注

模型的预测结果具有很大的一致性：发现了一种二维解决方案，且在

争斗策略和让步策略之间、问题解决策略和回避策略之间距离最大。

这些研究结果与图3.1中展示的双重关注模型的唯一差别是，与问题解

决策略和争斗策略之间的距离相比，让步策略和回避策略之间的距离

要短一些[28]。

条件影响理论的双重关注模型

双重关注模型也可以用于这样一种理论，即阐述各种条件对策略

选择的影响。该理论假设，个体总会在某一时刻发现，某种策略颇具

吸引力，当然这要视具体情形而定。因此，如果彼得非常渴望打猎和

捕鱼（高自我关注），同时认为妻子玛丽对到山间度假表示出的疑虑

很“可笑”（低他方关注），那么就会采用争斗行为。如果彼得非常

渴望打猎和捕鱼（高自我关注），但是也决定取悦妻子（高他方关

注）——彼得这样做，或者出于对妻子的爱，或者因为担心如果不这

样做的话，妻子将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不快——他就会采用问题解决

策略。如果彼得主要关心的是，如何取悦妻子（低自我关注及高他方

关注），就会向妻子的偏好让步。如果彼得失去了度假的愿望，并且

也不在意如何取悦妻子（低自我关注和低他方关注），就会采用回避

策略。



条件常常影响策略选择的观点，与认为在偏爱的冲突类型中存在

个体差异的观点，并非是互不相容的。通常情况下，彼得可能会优先

采用一种争斗的方式来处理与他人的关系（类型），但是当他试图左

右妻子时，妻子给出了负面的反应（条件），于是就可能会转而采用

问题解决的立场。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哪些条件会影响自我关注和他方关注的强

度。

影响自我关注的条件　高自我关注度将使冲突各方倾向于选用争

斗策略和问题解决策略，同时远离让步策略和回避策略。自我关注的

强度由以下几个因素决定。一是利益对冲突一方是否至关重要

（Druckman， 1994；Druckman et al.，1988）。正如第2章所述，重

要的利益会引发强烈且坚决的愿望，这与高自我关注是一回事。比

如，雇员甲的工作负担极为繁重，需要在假期里得到充分的休息和调

整，而雇员乙的情况则并非如此。如果管理层建议两名雇员取消自己

的休假计划，那么甲为了维护自己的重要利益，就可能会采取争斗行

为或者问题解决行为，而乙则可能会采用让步策略或者回避策略以避

免冲突。此外，如果冲突一方深切地感到，自己的选择涉及大是大非

的原则性问题，那么自我关注度就可能会特别高，这种情况下，尤其

不可能采用让步策略或者回避策略（Pruitt， 1995）。

决定冲突一方自我关注度的第二个因素是，在其他领域所获结果

的意义。冲突一方的时间或精力有限，因此无法付出同样的努力来追

逐所有的利益。因此，对某个问题的高度关注极易导致对其他问题的

忽视。比如，如果一名雇员忙于处理各种与工作有关的问题，或者正

在参与一场政治斗争，或者正从事其他颇具吸引力的活动，可能就会

对休假持无所谓的态度。



将冲突一方所获结果置于何种思维框架中，也会影响该方对结果

的关注度。如果在冲突中，冲突一方将注意力放在自己可能获得的利

益上，那么就会采用一种积极思维框架，而当该方将注意力放在自己

可能失去的利益上，那么就会采用一种消极思维框架[29]。研究表

明，与使用消极思维框架进行谈判的人相比，使用积极思维框架的人

能作出更多的让步（Neale & Bazerman，  1985；Schweitzer &

DeChurch， 2001；Thompson， 1990a）。如果冲突各方将结果视为不

同程度上的获益，那么很容易进行让步。但是，若将结果视为不同程

度的损失，那么让步可能付出的代价会增加。所以，消极思维框架要

比积极思维框架产生更多的自我关注。

害怕对抗会造成自我关注度的降低，因为争斗策略和联合的问题

解决策略必然会引发对抗。对于某些人而言，这种恐惧感是一种人格

倾向，而另一些人则把它归因于一些条件。比如，如果冲突一方被另

一方吸引，或者说依赖于另一方，但是又对另一方的感受不太确定，

那么就属于后一种情况。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恋爱关系刚开始时，也

就是青年男女刚刚认识的时候，冲突一方可能会避免与另一方对抗，

而另一方也可能会以同样的方式进行回应[30]。一项针对新情侣的研

究结果表明，这种情感往往会阻碍各种武断行为，这些行为既包括那

些争斗行为，也包括问题解决行为（Fry et al.， 1983）。

群体的自我关注　自我关注也存在于群际冲突中，以关注群体所

获结果的形式出现。我们常常发现，具有相互高度认同的内聚群体

（cohesive group）中，存在着对群体结果特别强烈的关注。因为这

些成员共同具有某种类似的生活状况，并且相互探讨他们共同的命

运。当这些群体成员将自身视为更广泛的社会运动的一部分时，也就

是在其他方面和类似的群体联合起来时，这种现象尤其可能发生

（Kreisberg， 1982）。



如果冲突各方都是群体或者组织，那么实际的冲突行为通常是由

其代表来实施的（比如劳资纠纷）。德鲁克曼（Druckman， 1994）发

现，与那些以个人身份参加谈判的人员相比，那些被选为代表的谈判

者更不愿意进行让步，这是因为，后者试图取悦自己所在群体的成

员，并且通常认为成员们不愿意和解。只有在少数案例中，群体成员

具有和解倾向时，才不存在德鲁克曼所说的那种效果（Benton &

Druckman， 1974；Tjosvold， 1977）。

其他研究表明，如果群体代表急于取悦其群体成员，比如在群体

中地位较低（Kogan et al.， 1972），不为群体成员所信任（Wall，

1975），重视与群体的长期合作（Klimoski， 1972），或者有完全不

同于男性成员的女性代表（Pruitt et al.， 1986），那么他们会特

别不愿意让步。这些情况下，代表们对所在群体所获结果的关注大大

增强。

谈判代表对群体成员的责任感（accountability）也会产生同样

的效果。代表们往往有义务将谈判结果报告给那些有权力的群体成

员，这种责任感使得代表们对所在群体所获结果表示出高度的关注，

因而特别不愿意让步（Druckman，1994），反而极有可能采用争斗之

术 或 问 题 解 决 的 方 式 （ Ben-Yoav & Pruitt ， 1984b；Neale ，

1984）。

影响另一方关注的条件　另一方关注度高将使冲突各方倾向于选

用让步策略和问题解决策略，同时远离争斗策略和回避策略。如前所

述（第49页），另一方关注有两种基本形式：一是真诚的关注，以冲

突一方发自内心地关心他方的福祉为基础；二是工具性关注，旨在谋

取冲突一方自己的利益。两者之间的重要差别在于，工具性关注是为

了给另一方留下深刻印象，因而当另一方对自己所获结果变得更为关



注时，这种关注就会变得更为强烈；相比之下，真诚的关注旨在为另

一方提供服务，而不关注另一方的自我利益程度如何。

真诚的另一方关注源于各种各样的人际纽带，包括友谊或爱情

（Clark & Mills， 1979；Zubek et al.， 1992）、感知到的类似性

（Hornstein， 1976）及亲属或共同的群体认同（Brewer & Kramer，

1986；Fisher， 1990）。这可能是因为，人际纽带引起了针对另一方

的共情（empathy），即一种产生帮助行为的精神状态（Baston，

1998）。主动将自己放在另一方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并倾听那些能产

生共鸣且颇具人性化的另一方的信息，也能引发共情。真诚的另一方

关注也源于积极的情绪，比如，成功地完成了一项重要任务，得到了

一份小礼物，吃到了美味的食物，听到了一段幽默的评论等等，都能

给人们带来这种积极的情绪。研究表明，积极的情绪有助于促成合作

（Baron， 1990；Carnevale & Isen，1986）和帮助行为（Isen &

Levin， 1972；Salovey et al.， 1991）[31]。

无论何时，只要冲突一方认为自身对另一方具有依赖性——觉得

另一方能给予奖励或惩罚，那么就通常会呈现出工具性关注。比如，

期待未来双方能进行互动交流，会引发让步行为（Gruder， 1971）和

问题解决行为（Ben-Yoav & Pruitt， 1984a， b）。因为，依赖性会

使得冲突一方认定自己必须与另一方建立或者维系好关系[32]。

将积极依赖和消极依赖区分开来大有裨益——积极依赖指的是另

一方能提供奖励，而消极依赖则意味着另一方只会带来惩罚。研究结

果表明，当人们对另一方存有积极依赖的时候，要比对另一方存有消

极依赖的时候，表现出更大的合作性（Pruitt， 1967， 1970；Van

de Vliert， 1997）。这可能是因为，消极依赖会令人产生恐惧和不

满，而被另一方惩罚会令人非常反感，这种感觉往往会将另一方关注

抵消掉。



依赖绝非是单方面的，相互依赖不但司空见惯，而且能令双方相

互让步，或者共同解决问题。

由于冲突一方意识到自身对另一方的依赖，必然会考虑未来，即

会经历阿克塞尔罗德（Axelrod）所称的“未来的影子”。我们分析冲

突时，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当人们卷入正在升级的冲突时，往往会

丧失对未来的考虑，他们太想赢得当下的胜利，以至于偏离了轨迹，

而不去想与另一方保持良好关系的重要性。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几种

方法重新唤起对未来加以考虑。其中的一种方式就是暂停一段时间，

或者说，从争论中暂时撤退一段时间，以便冲突方能重新审视争论。

虽然人际纽带和人际依赖通常能引起另一方关注，但是在特定的

条件下，二者却又会产生消极反应：对另一方产生敌视以及采用争斗

之术。当与我们有关联的人，包括朋友、亲戚及那些我们尊重的人，

并未履行他们最起码的职责或者令我们感到深深的失望时，就很可能

会产生这些消极反应（Bersheid，1983；Fitness， 2001）。我们感

到，这些人没有给予我们应有的优待，因而变得尤其愤怒并且咄咄逼

人。当我们所依赖的人对我们的需求未作出回应时，类似的反应也会

出现（Gruder， 1971；Tjosvold， 1977）。对依赖的通常反应是关

注另一方所获的结果。然而，如果我们感知到，另一方正在利用这一

关注，那么情况就往往会发生逆转，产生报复行为。

双重关注模型的支持性研究

为了测试条件影响理论的双重关注模型，研究者们做了很多针对

谈判的实验室实验。有项元分析总结了17项此类研究，为该模型提供

了强有力的支持（De Dreu et al.， 200）。结果发现，每项研究都

表明如果高自我关注和高另一方关注相结合，就会导致冲突的问题解

决策略；而如果高自我关注伴随着低另一方关注的话，就会导致争斗

策略，这一点与模型的预测结果相一致。



在元分析研究中，有项研究特别有意思，因为它展示了双重关注

模型的实用价值（Ben-Yoav & Pruitt， 1984b）。该项研究设置了一

个模拟的批发市场场景，两个公司的代表在市场上就几种产品的价格

问题进行谈判，而公司的经理们则在一旁监督他们的行为。结果表

明，当代表对经理表现出高度负责（高自我关注），并且也期待着在

未来与另一方谈判者继续谈判（高另一方关注）的时候，他们最可能

采用问题解决策略，从而为他们的公司获取很高的收益。相比之下，

如果这些代表对经理表现出高度负责（高自我关注），但是并未期待

未来与另一方进一步打交道（低另一方关注），那么就最可能采用容

易引起争斗之术，而只能为公司获取较低利益。推而广之，这一结果

说明，组织谈判的最好方式是，不但要赋予谈判者高度的责任感（这

可以通过要求他们向有权力的监管者进行汇报来实现），而且要鼓励

他们与对手保持可持续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我们讨论的是高度

责任感，而不是严密的监督；研究表明，应该要求谈判者们汇报他们

的谈判结果，而不是他们得到这些结果的具体方法。严密的监督会破

坏创新性，因而妨碍谈判者找到那些能给双方带来利益的整合式解决

方案。

虽然以上研究对双重关注模型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但并不意味

着，这一模型能完全解释策略选择问题。它只是有助于理解众多决策

的策略选择过程。对于社会科学而言，问题的发生往往可以找到多重

原因，而且在对某一现象进行解释之时，大部分理论不过是体现了少

数几个有影响力的变量而已。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是，进一步阐明决

定策略选择的另外三个观点，即感知到的可行性、责备方向以及文化

差异。

感知到的可行性视角



在三项主动策略中进行选择的过程，也是一个感知到的可行性

（perceived feasibility）问题，即一项策略何种程度上似乎能使冲

突一方以某种可以接受的成本和风险为代价，来达到自己的目标。可

行性考量的是对双重关注模型解释体系的补充。双重关注模型说明

了，在某一特殊的环境下，哪种策略是优选策略。然而，如果一项策

略最终得以采纳，那么实施该策略的冲突方至少认为它具有可行性。

否则冲突各方就会选用其他策略，即使该项策略不完全符合当前的各

种关注点。

比如，假设冲突一方主要关注的是己方所获结果，那么就会优先

选择争斗策略，因为该策略注重的是，己方在不付出任何代价的情况

下获得有利结果。然而，如果争斗之术看上去根本不可行，或者要付

出沉重的代价，冲突一方就会将问题解决策略当做第二选择。这是因

为，按照问题解决策略，冲突一方虽不情愿地做出一些帮助另一方的

行为，但是他的自我利益却也得到了满足。

这种推理思路有助于解释谈判中经常发生的两步连环策略

（Pruitt， 1981）。刚开始的时候，冲突双方都会展示令对方信服的

证据，采用各种争斗之术，努力推动并且维护那些有利于己方利益的

提案。然而，如果双方并未就此达成协定，那么往往会转而使用问题

解决策略，试图找到一种能满足双方利益的选择性方案。冲突各方采

用问题解决策略，往往是在争斗的策略根本行不通的时候。

在接下来的3个部分中，我们将讨论3项主动策略（即问题解决策

略、争斗策略及让步策略）的感知到的可行性。

感知到的问题解决策略可行性

感知到的共同之处　感知到的共同之处（Perceived Common

Ground， PCG）指冲突一方对找到同时满足冲突双方愿望之选择的评



价。PCG越大，问题解决策略看上去就越可行。如果找到这种选择的可

能性越大，那么问题解决策略看上去越可行。如果（1）冲突一方降低

自己的愿望；（2）冲突一方感觉到另一方的愿望降低；（3）可行的

或者可能设计出来的整合式解决方案越多（指对双方都有利的选

择），那么PCG就越大[33]。

依据上述定义，PCG是冲突的镜像（mirror image）。随着PCG上

升，冲突（即在感知到的利益分歧这个意义上）会下降。

图3.2中的各个图形进一步解释了PCG。在这些图形中，横轴指代

的是冲突一方自身的利益，而纵轴则指代冲突一方对另一方利益的知

觉。大圆点指那些已知的选择，中等大小的圆点指那些似乎有可能被

发现的选择，而小圆点则指那些风险未知的选择。像先前那样，一个

点在空间中的位置指的是，一项选择对于双方而言感知到的价值。纵

向虚线指代冲突一方自身的愿望，而横向虚线则指代的是冲突一方感

知到的另一方所持有的期望值。

如果两条愿望线交叉领域内的东北区域（右上方）内圆点越多，

而且这些圆点越大，那么PCG就越多。在图3.2的上面两幅图中，由于

冲突一方自己的愿望值降低，因此图形（b）的PCG就要比图形（a）多

一些；而随着感知到另一方的愿望降低，因此图形（c）中PCG就要比

图形（b）多一些；而由于在图形（d）中看上去可用的选择更多，也

就是说更容易找到整合式的解决方案（在图形（d）中的东北走向上远

离初始点的圆点更大），因此该图形中PCG就要比图形（c）中多一

些。

以下这些条件会使PCG增多，从而促使冲突一方选择问题解决策

略：



● 对自己的问题解决能力的信心。冲突一方可能善于沟通，并

且/或者可能知道如何找出对双方都有利的选择。这将会使得该方在几

乎所有的情况下，都很可能找到整合式解决方案，从而有利于问题的

解决。能力较差的冲突方则往往会感觉到难以应对冲突，并且会采用

让步策略或者争斗策略，而不是问题解决策略。

● 正和思维（Positive-sum Thinking）。按照正和思维方式，

冲突双方的利益并不全然对立，因而问题解决策略是可行的。这与第2

章讨论过的零和思维正好相反。

● 动力（Momentum）。是指在当前的争论中，如果冲突一方曾经

成功达成过协定，而且成功的次数越多，时间越近，那么该方对再次

成功越会充满信心，而问题解决策略也就越加可行。休伯等人（Huber

et al.， 1986）的研究表明，如果我们在谈判中把较容易解决的问题

安排到前面，那么就能激发出这种动力，从而使得后面困难的问题更

容易解决。



图3.2　感知到的共同之处（PCG）的4种水平，PCG从图a的一无所有上升到图d的非

常高。

● 第三方是否存在。第三方常常担任冲突双方沟通的媒介，促成

双方达成妥协，或者帮助双方找出整合式解决方案。第三方的出现使

得问题解决策略似乎更加可行。

● 感知到另一方采用问题解决策略的诚意。冲突一方单方面选用

问题解决策略是有风险的，这种做法有可能被另一方看成是软弱的标

志，进而采用争斗的冲突解决策略。因此，在另一方看上去也准备参

与的情况下，问题解决策略才似乎更为可行。

信任　选用问题解决策略的冲突一方必须相信，另一方的立场具

有一定的灵活性，也就是说，另一方可能愿意接受一种合乎情理的解



决方案。否则，冲突一方选用这种策略就毫无意义；策略本身也行不

通。这种信念的根源就在于信任，也就是说，冲突一方感觉到，另一

方对自己的利益还是关注的。

虽然信任感使得冲突一方可以选用问题解决策略，但是未必会采

用该项策略。实际上，信任感有时候还会起到相当大的反作用，激发

出强烈而且坚决的愿望，并采取争斗行为。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

因为冲突一方并未对另一方的利益发自内心地关注，而且认为对方是

一个容易打败的对手。这种情况下，信任则意味着认为对方软弱可

欺。

为了避免出现这样一种知觉，另一方必须表现出坚定的立场和值

得信赖的品质，也就是说，准备与冲突一方进行合作，不过前提条件

是冲突一方愿意合作。这一点可以从以下几项谈判研究得到证明。在

这些研究中，研究者考查了冲突一方对另一方的某些帮助行为所作的

反应，这也很可能会促使信任感产生。研究结果表明，另一方只有表

露出坚定的立场，也就是说，（1）过去不愿意作出单方面让步

（Komorita & Esser， 1975；McGillicuddy et al.， 1984）；

（2）过去不曾屈服或者勇于竞争（Harford & Solomon， 1967；

Hilty & Carnevale，1993）；（3）有很强的威胁性（Michener et

al.， 1975；Tjosvold & Okun，1976）；或者（4）有不好对付的群

体成员（Wall， 1977），那么冲突一方才会对这些行为进行回应。

信任感的建立方式很多。如果冲突一方感觉到，另一方对己方持

有积极态度、与己方类似或者依赖己方，就会对另一方产生信任。我

们以所罗门（Soloman， 1960）的研究为例，围绕另一方对冲突一方

的依赖性问题展开讨论。研究结果表明，如果冲突一方认为自己拥有

惩罚另一方的不合作行为的能力，那么对另一方的信任感就会增强。

如果另一方是冲突一方所在群体的成员（Kramer & Brewer， 1984；



Yamagishi & Sato， 1986），或者冲突一方觉得另一方的不合作行为

将会遭到第三方的惩戒（Yamagishi， 1986），那么也可能会建立起

对另一方的信任感。冲突一方信任感的建立也可能源于另一方的帮助

或合作行为，尤其当这种行为发生于近期时（Kelley & Stahelski，

1970）。此外，如果冲突一方曾经向另一方提供过帮助，那么也会建

立起这种信任感（Loomis，1959），因为人们常常认为另一方将对自

己的帮助行为有所回报。

采用问题解决策略感知到的风险　即使冲突双方存有PCG和信任

感，冲突一方也可能无法采用问题解决策略。这是因为，问题解决行

为可能带来三种风险，即形象损失、立场损失以及信息损失

（Pruitt， 1981）。形象损失指另一方感知到冲突一方由于能力不足

或决断力不够而准备做出大幅让步。这种知觉可能来自于冲突一方的

安抚行为，而这一知觉往往会促使另一方采用容易引起争议的策略，

以便给对方施压，使之做出进一步的让步[34]。第二种风险是立场损

失，指另一方感知到冲突一方原先的立场开始退让。如果冲突一方采

用了问题解决策略常见的战术，即试探性地暗示自己可能会改变立

场，那么另一方就可能会产生这样一种知觉。如果冲突一方暴露出其

深层利益或者更低的底线，那么另一方就可能会利用这些信息来取得

优势，这就是第三种风险，即信息损失。

感知到的争斗策略可行性

争斗策略的可行性受到冲突一方表现出来的能力和另一方显露出

的弱点影响。冲突一方的论据有力吗？另一方的反驳是否有力？冲突

一方是否擅长为自己的利益辩护？另一方的辩论效果如何？冲突一方

能否惩戒另一方？另一方应对各种战术的防护措施如何？

这些能力可以归结为我们所熟知的概念，即权力和反权力。这些

概念的优点是能让我们进行广泛的概括化。比如，不管权力是谁赋予



的，拥有更大权力的冲突方往往有着更高的期望，并且会更多地使用

可能会引起争论的战术，这样的情形处处可见。然而，在社会科学理

论中，往往存在对这些概念过度化使用的倾向，或者轻率地进行一些

几乎不具有实际意义的概括。问题是权力有很多种，而每种权力都有

一整套不同的属性（French & Raven， 1959；Raven & Rubin，

1983）。

如果另一方看来缺乏决断力、自我关注度低或者反对让步策略，

那么争斗策略看上去更具可行性。如果另一方的期望看似较易改变，

那么冲突一方则更有可能采取争斗行为。相形之下，如果另一方的情

感极为强烈、另一方群体内成员不但影响力大而且态度非常坚决或者

冲突一方已经做出了尽可能的让步，那么继续向冲突一方施加压力往

往没有效果。此外，如果对手有其他更具吸引力的选择而使之远离谈

判桌，那么冲突一方继续施压也会变得毫无意义[35]。这种情况下，

采取让步策略和问题解决策略等其他战术，可能看上去更具可行性。

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些观点意味着，争斗行为往往具有自偿性，或

者说，这种行为无论成功或失败都会带来不好的结果。如果这种行为

遭遇到失败，就表明，另一方的抵抗要大于冲突一方原来的想象，后

者就会因此而放弃这种战术；如果这种行为获得了成功，另一方做出

了让步，那么随着距离另一方可能接受的底线越来越近，另一方会对

进一步的让步产生抵制。最终，冲突一方不得不再次放弃这种战术。

研究表明，冲突规模越大，使用争斗策略的可能性就越大

（Deutsch，1973）。如果冲突各方的期望越高涨并且越坚决，而且可

供的选择性方案看上去希望不大，那么各方越可能采用争斗策略。这

是因为规模较大的冲突使得让步策略和问题解决策略不具可行性。由

于冲突双方分歧较大，这些策略都不可能使双方让步，进而达成一项

可接受的协定，因此，争斗策略就成了唯一可行的主动策略。此外，



冲突规模也会增强冲突一方的失落感，使之感到自己无法达到目标，

进而促使其采用争斗策略。采用争斗行为感知到的风险　冲突一方的

争斗行为，尤其是那些有可能引致严重争议的行为，很可能会疏远另

一方并引起冲突升级，还有可能会遭到第三方的谴责。冲突一方如果

考虑到这些风险，就可能会暂缓采用争斗行为，尤其当一方对另一方

具有依赖性，或者对关注另一方福利的第三方具有依赖性时。此外，

冲突一方还必须留神，不要在与他方交往时给自己留下过于好斗的恶

名。研究表明，背负着好斗恶名的冲突方等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因为其他人都会避免与之打交道，即使要打交道也会采用极易引起争

议的行为（Tinsley et al.， 2001）。

感知到的让步策略可行性

有时我们会怀疑问题解决策略和争斗策略能否成功，因为这两项

策略的实施要依赖另一方的回应，而不只是冲突一方说了算。相比之

下，冲突一方更容易选用让步策略，因为该项策略的实施主要取决于

己方的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让步总是一项可行的或者有效的策

略。

研究发现，时间压力也能促成让步策略的采用（Pruitt &

Drews，1969；Smith et al.， 1982），这可能是因为，让步策略是

达成协定的最快的方法。时间压力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投入争论的

单位时间成本，二是截止日期的临近。在谈判中，时间压力可能来自

为继续谈判而要付出的所有成本，包括没有时间做其他事情、让谈判

对手继续留在谈判桌上所需的花销或者争议物体的迅速消耗（如水果

和蔬菜）。截止日期指的是一个未来的时点，如果到那时争论问题还

没有得到解决，就可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如在罢工期限到来之际，

工会会将工人们拉出工厂；而当招募的截止日期到来之际，录用通知

书就会撤销。冲突一方越接近截止日期，或者超过截止日期还未达成



协定所遭受的惩罚越大，时间压力就会越大，因而该方就越有可能做

出让步。

采用让步策略感知到的风险　由于让步可能会被人视为软弱的标

志，因而冲突一方选用让步策略可能会造成形象损失。让步策略的采

用方可能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因为该项策略可能会导致另一方采用争

斗的策略。比如，另一方可能会施加压力，以图降低冲突一方的期

望。此外，冲突一方的软弱形象也会使未来的对手认为自己“好欺

负”，因而招致另一方得寸进尺的行为。对形象损失的担心不利于让

步策略的采用[36]。

责备方向和策略选择

当人们经历负面事件时，往往想知道该事件为何会发生

（Shaver， 1985），冲突也不例外。在人们遭遇冲突之时，往往会问

这样的归因问题，比如 “谁该为此次冲突负责？”，“谁该受到谴

责？”（Orvis et al.， 1976；Shaver， 1985）。对这些问题的回

答，实际上从3个方向上指出了责备的对象，即另一方（责备另一

方）、己方（自我责备）或者双方（相互责备）。接下来，我们以先

前提到的彼得和玛丽的冲突为例，分析一下责备方向是如何影响策略

选择的。

责备另一方

发生冲突后，比较常见的情形是，冲突一方对另一方进行谴责，

这是一种典型的利己倾向（Finkel， 2001；Morries et al.，

1999；Sillars et al.，2000）。这种情况下，冲突一方会倾向于选

择争斗策略。试想，如果彼得觉得玛丽很自私，结果会怎样呢？假如

彼得这样想：“我在工作中所承受的压力已经够大的了，需要找个安



静的地方全身心地放松。但是，她关心我吗？不！她总是强迫我去做

她想要做的事情。”带着这样的想法，彼得就可能不会考虑玛丽的想

法，而会逼着她接受自己的想法，换句话说，彼得会采取容易引起争

议的行为。

为什么责备另一方会使冲突一方倾向于选择争斗策略呢？这主要

有3方面的原因。其一，责备可能会使得冲突一方接受零和观点，也就

是说，认为“或者她赢，或者我赢” （Gelfand et al.， 2001；

Pinkley， 1990；Sillars， 1981）。研究表明，这种想法会促使争

斗策略的采用（Thompson & Hrebec， 1996）。其二，责备另一方常

常会造成这样一种感觉，即冲突一方受到了另一方不公正的对待

（Finkel， 2001）。这种感觉很容易使冲突一方认为，自己采取争斗

行为是合乎情理的（Miller， 2001）。其三，责备另一方会引起愤怒

感（Lazarus， 1991），而愤怒感会促使冲突一方选用一种非常激烈

的争斗策略（Averill， 1983；Berkowitz， 1993）。用道奇的话来

说就是，“责备往往会火上浇油” （Deutsch，2000b：52）[37]。

自我责备

冲突发生后，冲突一方往往会责备另一方，但是自我责备的情况

也并不鲜见。比如，彼得可能觉得，自己并未问过玛丽想要到哪里去

度假，就宣布两人应该去山间小屋度过他们期盼已久的假期，自己应

该是与妻子不愉快冲突的始作俑者，从而感到自责。基于这种考虑，

彼得将冲突的爆发归咎于自己的自私且不关注他人的行为。

研究表明，冲突一方想要保持对事件的控制感时，往往会引发自

我责备（Andrews & Brewin， 1990；Bulman & Wortman， 1977）。

这是因为，当一个人碰到几乎无法控制的负面事件时，责备自己感受

到的打击往往比责备他人要小得多。



自我责备会使己方倾向于让步。这至少部分是因为，自我责备往

往会引发负疚感（Lazarus， 1991），进而觉得对自己所犯错误必须

做出补偿（Freedman et al.， 1967；Konoske et al.， 1979）。因

此，为了使自己不再感到内疚，彼得可能会同意玛丽的提议[38]。

研究还表明，在冲突并不严重的时候，冲突一方可能会责备自

己，但是当冲突变得激烈时，则往往会责备他人（Sillars，

1981）。这有两个原因（Brehm，1992）：第一是自我防卫（ego-

defensive），它是自利归因偏差的产物。冲突越严重，责备必定越

多。既然对于冲突一方而言，自我责备令人痛苦，那么随着冲突的加

剧，要做出自我责备将变得越来越困难。第二个原因出现在知觉上，

行动者和观察者的视角存在差别（Fiske & Taylor， 1991）。在冲突

升级时，冲突一方更有可能认为自己是在对另一方的挑衅行为作出反

应，而不会反过来认为，另一方是在对自己的挑衅行为作出反应。这

是因为，冲突一方总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为自己的行为寻求合理的解

释，而不会站在对方的立场，看到对方行为的正当理由，也就是说，

很难换位思考。因此，随着冲突升级，变得越来越激烈，冲突一方会

寻找越来越多的证据来表明，这一切绝非自己的过错。

相互责备

冲突双方都认为自己对冲突的发生负有责任时，他们就可能会采

用问题解决策略。一种解释是，相互责备会促使双方从双赢角度，而

非输赢对立的角度（即零和角度）来考虑问题（Gelfand et al.，

2001；Pinkley， 1990）。[39]从双赢角度考虑问题的人往往会认识

到双方利益的一致性。他们能认识到，自己和对手之间存在着某些共

同之处，而正如我们先前提到过的，正是这些共同之处增加了问题解

决策略的可能性。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与责备另一方和自我责备相



比，相互责备不太可能带来不公平感、愤怒感、内疚感或者羞耻感，

正是这些感觉导致冲突方不愿意选用问题解决策略[40]。

文化和策略选择：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

广义上说，文化可以定义为一系列意义、价值和信仰的体系，这

些体系不仅为各个国家、族群或其他群体所共享，具有稳定性，而且

还能体现这些群体的特征（Faure & Rubin， 1993）。文化是人们的

态度、行为和自我构念（selfconstrual）的重要决定因素，并且因此

也是人们进行策略选择的重要决定因素[41]。

每个社会都有其独特的文化，我们可以从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这

个维度，对文化的差异性加以讨论（Hofstede，1980；Triandis，

1995）。在个人主义文化中，成员们往往将自身看成是相互独立的个

体，认为个人的目标和利益应凌驾于群体之上；在集体主义文化中，

成员们往往认为自己与其他成员相互依存，而集体的目标和利益应优

先于个人目标和利益（Markus & Kitayama， 1991）。个人主义文

化，比如北美文化，非常重视诸如独立、个人成就、权利、自由和公

正这样的价值，而像东亚这样的集体主义文化，则非常重视诸如相互

依存性、群体福祉、群体和谐以及平等这样的价值。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文化对策略选择的影响。

我们会重点关注美国和加拿大的北美个人主义文化与东亚最大的3个集

体主义社会（包括香港地区在内的中国、日本和韩国）中的人们的比

较研究。

直面对抗与间接迂回

在这两种类型的文化中，一个明显的差别就是，个人主义者非常

愿意直面冲突，而不是回避冲突（Ohbuchi et al.， 1999）。他们往



往一开始就采用争斗的战术来处理冲突，果断而自信地阐述自身立场

的优势所在，同时质疑另一方的主张（Keating et al.， 1994）。一

旦这种方式行不通，他们就可能会转向双方联合的问题解决策略，直

接索取与对方利益有关的信息，并提出可能为双方共同接受的新办法

[42]。

相比之下，只要有可能集体主义者往往都会避免面对冲突，并且

也很反感直接的对抗，尤其是那些容易引起争斗的行为。实际上，研

究发现日本学生在应对所卷入的冲突时，即便认为直面冲突的策略会

更为有效，也会避免发生直接对抗（Ohbuchi & Takahashi，

1994）。集体主义者的这些倾向性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会发生冲突，对

于他们来说，冲突不但时常出现，而且也不容忽视，这一点与个人主

义文化的社会并无差别。只不过在处理冲突的方式上，集体主义者与

个人主义者有所不同。

集体主义者倾向于采用间接而隐蔽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而避免使

用那些公开的或者双共同参与的问题解决方式（Gelfand et al.，

2001），比如，他们会通过中间人来做工作[43]。他们很可能会请求

第三方，尤其是那些地位较高的第三方，来处理他们的冲突问题。因

此，谢等人（Tse et al.， 1994）研究发现，发生冲突时，与加拿大

经理（个人主义者）相比，中国经理（集体主义者）更可能去找上司

商量。类似地，廷斯利及其同事（Tinsley， 1997；Tinsley &

Brett，2001；Tinsley & Pillutla， 1998）发现，与同事发生冲突

时，中国人喜欢让上司来解决，而美国人则更愿意直接和对方一起解

决问题。基廷等人（Keating et al.， 1994）还发现，虽然美国大学

生时常因寻求安慰、获取批准或者征询建议等原因接触第三方，但是

在日常发生争论时，却几乎从未找过第三方进行干预（调解、仲裁或

者斡旋）。



另一种为集体主义者普遍使用的间接迂回方法是高语境（high-

context）沟通（Hall， 1976），也就是说，与那些口头表达的信息

相比，集体主义者宁肯相信那些没有直接表达出的信息。因此，他们

非常注重情绪表达、声音高低或者视线接触所蕴含的关键信息。集体

主义者更为注重谈话的方式，而非谈话的内容，并且还认为沉默是金

[44]。相比之下，个人主义者进行的是低语境（low- context）沟

通，谈话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谈话的内容。他们重视沟通的特异性和清

晰度（Triandis，1994）[45]，并且不认为沉默是件好事。对个人主

义者而言，“是（yes）”清楚地意味着“我同意你的意见”，而对集

体主义者而言，“是”意味着很多事情，包括“我正在听你说”。个

人主义者时常说“不（no）”，而集体主义者在说出这个词的时候要

谨慎得多，担心这样说会损害双方的颜面（Cohen， 1991；Fang，

1999）。

我们可以通过电影《喜福会》[46]中的一个镜头，来看看高语境

和低语境沟通文化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差别。在影片中，一位年轻的华

裔女子邀请她的美国男友到家里见她的家人。当各种看上去美味无比

的中国菜肴摆放在饭厅的餐桌上后，这名女子的母亲小心翼翼地端出

最后一道菜，也是她最拿手的菜，谦虚地说：“这道菜盐放少了，寡

淡无味，简直难以入口！不过，还是随便尝尝吧”。其实，所有家人

都对这道菜明显地满怀期待，只有这位美国男友例外。他尝了尝这道

菜后说，“这道菜只要再加点酱油就可以了!”于是就倒了些酱油在菜

里，破坏了这道菜的美味。从那些中国家庭成员的脸上，我们可以看

到 “集体主义者”的震惊表情。实际上，当母亲说这道菜难以入口之

时，她的真实意思是，这是她最拿手的菜肴，期待的是极大的赞美而

绝不是批评。当然，美国男友只明白她所陈述话语的表面含义。

差异的来源



我们如何解释应对冲突时存在的种种差异呢？就某种程度而言，

这些差别来自于不同的冲突观念。对于那些把个人权利置于群体和谐

之上的个人主义者而言，冲突是伴随着社会生活自然发生的，并不一

定就具有内在的消极性。他们相信，人们有权维护自己的观点和利

益，即使与他人不同。因此，非但偶然的冲突不可避免，而且如果能

正确地处理这些冲突，还可能会带来某些好处（Ting-Toomey，

1994）。

另一方面，集体主义者关注群体和谐，故而将冲突视为洪水猛兽

（ Chen ， 2002；Ohbuchi & Takahashi ，  1994；Ting-Toomey ，

1994）。这种观点可以从一句中国谚语中得到体现，即“家和万事

兴，家衰口不停。”因此，人们会避免对抗性冲突，而当冲突升级时

会采用隐蔽的沟通方式。

在集体主义文化中，各种直接应对冲突的方法都可能会破坏和

谐，因而需要冒着丢“面子”或者说失去“社会声誉”的风险

（Blackman， 1997；Fang，1999）。然而，在个人主义者的理念中，

公开表明自己的差异和要求是诚实的体现，而并非表示敌意。

在评判个人权利和利益的合理性上，个人主义者和集体主义者之

间也存在着差别。在个人主义文化中，“谋求个人自身的利益是合理

的，甚至是令人钦佩的；因此，那些令另一方反感的行动可能是正当

的” （Jedeschi & Bond，2001：268）。在个人主义者看来，“会哭

的孩子有奶吃”。然而，在集体主义社会中，群体和谐超越了自我关

注，人们认为宣扬个人权利和利益会威胁到集体的团结，而如果公开

主张个人利益，就可能会引发严厉的社会制裁。在集体主义者看来，

“枪打出头鸟”。

还有3种文化差异能帮助我们深入了解，为何个人主义者喜欢选用

争斗策略，而集体主义者却对这一策略深恶痛绝。第一种文化差异与



责备的对象有关。大渊和高桥（Ohbuchi & Takahashi， 1994）研究

发现，那些卷入冲突的日本人即使客观上不应对冲突负有责任，他们

也会认为自己妨碍了社会的和谐。因此，他们会或多或少地为冲突的

发生进行自责。类似地，盖尔分德等人（Gelfand et al.， 2001）发

现，面对完全相同的冲突，日本人认为冲突双方都应该受到谴责，而

美国人则只会谴责对方。我们先前曾经说过，责备另一方往往会造成

冲突一方选用争斗策略，因此，这一策略就成为大部分美国人的首选

策略。

第二种文化差异指的是，个人主义者往往较少关注对方的利益，

因而意识不到自己与对方存在着共同的利益，这会促使冲突一方选用

争斗策略（Thompson & Hastie， 1990）。比如，盖尔分德和克里斯

特科波卢（Gelfand & Christakopoulou， 1999）发现，与集体主义

者（希腊人）相比，个人主义者（美国人）更可能犯“总量固定”

（fixed pie）错误，即错误地判断冲突的结果是零和的，即使冲突各

方存在某些共同利益[47]。因此，不足为奇的是，美国人要比希腊人

更加频繁地采用争斗之术，如威胁、警告打压。

第三种文化差异指的是，个人主义者更可能会表现出以自我为中

心的公平偏差，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自己的行为要比另一方的行为更

加公平。研究表明，这种自利偏差会促使冲突各方选用争斗策略

（Morris & Gelfand， 2004）。

集体主义者请求上司解决冲突的行为，反映出一个事实，即在他

们的文化中，人际关系倾向于垂直命令（Tinsley， 1998， 2001；

Triandis， 1995）。这在东亚体现得尤为明显。就像孔子在教学中强

调的，每个人的社会地位有所不同，人们理应互相了解对方所在的等

级。地位较低的人应该尊重地位较高的人，反过来，后者也应该善待



前者（Steers， 1999）。相比之下，在个人主义文化中，大部分人际

关系都是平等的，人们将平等视为天赋人权（Triandis，2000）。

文化与内群体及外群体成员的待遇

在冲突中，冲突双方群体认同度的大小，对集体主义者的影响要

比个人主义者大得多。与个人主义者相比，集体主义者更可能怀疑外

群体成员（Fukuyama， 1995），对普世公平原则感受性不强

（Yamagishi & Yamagishi， 1994），在与群体外成员进行谈判的过

程中采用欺骗战术（Triandis et al.， 2001），以及起诉陌生者

（Leung， 1988）。在对资源进行分配时，集体主义者往往会对群体

内成员使用平等规则（平均分配）或者慷慨规则（给他人更多的份

额），而对外群体成员则会采用公平原则（即按照各方所作的贡献来

分配资源）。然而，个人主义者在分配资源时往往会采用公平原则，

而对成员所属的群体不加考虑（Leung & Bond， 1984）。更有甚者，

集体主义者还会对外群体成员采用那些更加苛刻的、容易引起争议的

战术（Leung， 1988）。在总结了这些差异之后，特里安迪斯

（Triandis， 1990：42）断言：“集体主义者对内群体成员极端慷

慨、愿意合作并且乐于助人，而对外群体成员则表现得粗鲁无礼、巧

取豪夺甚至充满敌意。”

根据一项研究结果（Bond & Wang， 1983），儒家思想针对如何

维系内群体成员的和谐这一问题，提供了全面而深入的指导，而对如

何与外群体成员相处却很少给出指导意见。在集体主义者眼里，外群

体成员成了“无足轻重”或者“不熟悉”的人，因此，就算是对他们

实施暴力，也很容易找到合理的理由。外群体成员被排斥在个人的道

德社区之外，当然也就得不到那些内群体成员享有的保护。

这意味着，如果外群体成员看似威胁到内群体成员的利益，往往

会激发集体暴力，而且还常常是极端的、滥用的暴力（Parish &



Whyte， 1978）。比如，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人们会用集体参与的体

罚措施来惩处罪犯，比如小偷会遭到其所在村庄的其他村民的残暴殴

打（Smith 1900/1972）。

总结和结论

处理冲突的4种策略，即争斗策略、问题解决策略、让步策略和回

避策略，在某种程度上互不相容。因此，如果客观条件促使冲突一方

选择其中一种策略，就不太可能采用其他策略。我们可以通过4种主要

理论取径（即双重关注模型、感知到的可行性视角、责备方向分析以

及文化影响力分析）来理解影响策略选择的条件。这些理论取径各有

所长。

双重关注模型假定了两种类型的关注：对己方所获结果的关注

（自我关注）和对另一方所获结果的关注（另一方关注）。该模型的

预测结果如下： （1）高自我关注和高另一方关注结合在一起，将推

动冲突一方选用问题解决策略；（2）高自我关注和低另一方关注结合

在一起，将推动冲突一方选用争斗策略；（3）低自我关注和高另一方

关注结合在一起，将推动冲突一方选用让步策略；（4）低自我关注和

低另一方关注结合在一起，将推动冲突一方选用回避策略。很多针对

策略选择的实验室研究结果都证实了该模型的有效性，而该模型本身

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冲突的类型，以及影响策略选择的特定条件。

如果冲突一方所面临的问题很重要，冲突涉及了是与非的原则性

问题以及面对问题时采用消极思维框架，那么冲突一方的自我关注度

会很高，进而会选用争斗策略和问题解决策略。那些群体认同和凝聚

力都很强的群体，会对己方群体所获结果予以高度关注（这也是一种

自我关注）。如果群体代表在群体里地位较低，同时又承担了相当重



大的责任，或者得不到其他群体成员的信任，就会对群体所获结果表

现出特别的关注。

另一方关注既可能是真诚的，也可能只是工具性的。积极的情绪

以及友谊、亲情和共同的群体认同形成的纽带，能促成冲突一方真诚

地关注另一方，而对另一方的依赖则会带来工具性的另一方关注。

从感知到的可行性视角上看，策略选择取决于冲突各方对这些策

略的有效性及其可能带来的风险的评价。这些考量补充完善了双重关

注模型中的影响因素。比如，如果冲突一方对己方和另一方所获结果

高度关注，那么就会倾向于选择问题解决策略。当然，只有在投入合

理的代价有望获得成功的前提下，冲突一方才会采纳此种策略。感知

到的问题解决策略的可行性，取决于冲突一方感知到的共同之处，也

就是说，冲突一方是否相信有可能找到能满足双方愿望的选择。信任

感也会促使冲突一方选用问题解决策略，不过前提是，该方认定另一

方一定不会让自己受到盘剥。如果冲突一方的力量比较强大，而对方

的立场又显得不够坚定，那么争斗策略就显得更为可行。研究发现，

时间压力会促使冲突各方采用让步策略，这或许是因为让步策略最容

易使冲突各方迅速达成协定。冲突规模越大，让步策略和问题解决策

略就显得越不可行，而冲突一方就越有可能选择争斗策略。

在冲突中责备另一方会推动冲突一方选择容易引起争议的策略；

自我责备则会推动让步策略的采用，而相互责备则会推动问题解决策

略的采用。

文化的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维度也会对策略选择产生重大影响。只

要有可能，集体主义者往往会回避冲突，而比个人主义者更少使用直

面对抗的策略——争斗策略和双方共同参与的问题解决策略。如果集

体主义者想要解决一项冲突，他们通常会采用那些间接而隐蔽的方

法，比如，让中间人来解决冲突问题，请求群体里的一名高层来解



决，或者采用高语境的沟通方式。这是因为，集体主义者关注的是群

体内部的和谐，而且他们相信，个人对自身权利和利益的大胆诉求会

破坏这种和谐。集体主义者对和谐的关注往往仅限于自身所属群体，

如果与外群体成员发生冲突，这些人往往会比个人主义者采用更加苛

刻的战术。

在对这些影响策略选择的力量进行深入讨论时，我们并未过多地

提及这4项基本策略的本质和作用。第4章我们将详细地剖析其中的一

种策略，即争斗策略。

第4章 争斗之术

争斗策略的目标非常明确，即冲突一方想要将自己偏好的解决方

案强加给另一方。这样做，冲突一方通常要劝说或迫使另一方进行让

步。争斗策略偶尔会造成所谓的既成事实（fait accompli），指的是

冲突一方利用另一方，通俗地说，就是抢过对方的三轮车骑上就跑，

或者抢到钱就跑路。争斗之术有很多种，包括出击和反击，以及冲突

一方为左右另一方而做出的种种姿态以及所用的种种伎俩。

接下来根据勾心斗角的盟友关系的种类，我们要讨论各种策略，

从逢迎讨好、作出承诺和辩论说服，到羞辱、针锋相对和威胁对方，

再到强制性任务（coercive commitment）和各种形式的暴力，都在我

们的讨论范围之内。我们基于以下三个前提，对战术进行分析：

首先，争斗之术与暴力有所不同，它们不具有内在的破坏性或危

害性，只有在不得已而为之的时候才可能有害。比如，人们很容易认

为威胁战术是具有破坏性的或者带有恶意的工具，但在总体上协作的

冲突情境中，这些战术也可能用来表示冲突一方不愿超越、或者不能

超越某个重要的临界点。类似地，强制性任务不但可以用来将冲突一



方的愿望强加到另一方身上，而且也意味着，即便是在最困难的情况

下，冲突一方也决定与另一方保持关系。简言之，大部分争斗之术既

能用来加强冲突双方的合作关系，也能用来战胜对方。

其次，我们假定，不同的争斗之术在轻重程度上有所不同。轻型

战术会给另一方带来有利的或者无害的结果，相比之下，重型战术则

会或至少有可能会给另一方带来不利的结果，或者使另一方付出高昂

的代价。比如，做出承诺就比威胁战术要轻些，而威胁战术也比暴力

战术要轻些。

第三、我们假定，不同的争斗之术多半处在一个由轻到重，逐步

升级的序列中[48]。这一序列之所以形成，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对于

冲突一方而言，采取轻型战术往往要比采取重型战术成本要低。此

外，冲突一方采用这样一种序列，也是为了正式通告对方及所有碰巧

正在观阵的旁观者，自己本来是颇具“理性”的，选用重型战术实在

是情非得已，是一步一步被逼迫的结果，不得不将这样的战术作为最

后的手段。从轻型战术转变为重型战术，这本身就意味着，冲突一方

已经试着利用“胡萝卜”来进行说服工作，只是因为另一方毫不妥

协，才不得不勉强挥动“大棒”。通过这种由轻到重的转变方式，冲

突一方得以将自己实施的争斗行为的责任转嫁给另一方。

为与上述观点保持一致，本章我们将大致按照由轻到重的顺序逐

一介绍争斗之术。我们先考查逢迎讨好和作出承诺的战术，两者都属

于相对轻型的战术手段，目的都是为了让后续招数变得更为有效。随

后，在介绍诸如威胁和强制性任务这些较重型的争斗之术前，先简单

地看看辩论说服和羞辱战术。本章倒数第二个主题是暴力战术。在本

章的最后，我们将突破前面由轻到重的序列，转而讨论非暴力的抵抗

形式，这是一套特殊的强制性战术，使用者是那些没有能力或者不愿



意使用暴力来挑战权威的冲突方。我们将这个话题留到最后，因为要

把这些战术与暴力战术进行对比[49]。

逢迎讨好

逢迎讨好（ingratiation）是这样一种战术，冲突一方试图使自

己对另一方更具吸引力，尽力让后者觉得还能得寸进尺地利用自己

[50]。只有在另一方极为忽视冲突一方的根本目的的情况下，这种战

术才会达到效果。一旦另一方“看透”了冲突一方，或者洞悉了后者

的真实意图，这种战术就可能无效，甚至可能会适得其反。

逢迎之人是如何行事的呢？琼斯和沃特曼（Jones & Wortman，

1973）就这一问题提出了若干建议。首先，他们认为谄媚或“赞美抬

举他人”很重要，这类战术在夸大另一方令人钦佩的品质的同时，却

对另一方的弱点轻描淡写。这一技术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人们很难厌

恶那些说好话的人，就像女性很难对夸赞自己“美丽而又细腻”的约

会对象产生反感，或者说，老板很难对溜须拍马的下属心生厌恶。

第二类逢迎讨好战术涉及琼斯和沃特曼描述的“观点从众”。 冲

突一方通过表达与另一方观点的一致，想要给另一方营造态度相似的

印象——社会心理学家已经发现，这种状态通常会激发人际吸引力

（Byrne， 1971）。第三类逢迎讨好战术涉及为对方提供帮助，这是

因为人们往往会喜欢那些为他们做了好事的人（Cialdini， 2001；

Regan， 1971）。

最后，琼斯和沃特曼还描述了几种可能被成功的逢迎者所使用的

“自我展示（self-presentation）”战术。运用这种战术的冲突一

方，会展示出那些被另一方认为颇具吸引力的良好品质。自我展示往

往需要高超的技艺：如果太过直接地去表述自己的良好品质，就可能



会使他人认为自己在欺骗或者带有操控的意图；如果表述过于含蓄，

那么预期的效果就可能大打折扣，甚至消失殆尽（Jones & Gordon，

1972）。约翰和沃特曼建议，为了处理这种矛盾关系，逢迎者可以使

用间接但明确的方式“自吹自擂”，比如，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强

项，露脸增光，而不是口头吹嘘。他们认为，“逢迎者无需告诉目标

个体自己是个好厨子，而只要邀请那人来享用一顿丰盛的正餐（Jones

& Gordon， 1972， 23）。”

如果有人在某种容易引起争议的交换中使用逢迎战术，常常是为

了软化另一方，以换取另一方的后续让步。这些战术凭借的不是强

迫、断言或者攻击，而是迷惑和诡计。引诱另一方放弃有价值的东

西，而不是向另一方强加愿望来进行索取，不但要容易很多，而且花

费也少得多。

如上所述，逢迎讨好战术要想生效，重要的一点是，另一方并未

将冲突一方的行为归因到别有用心的动机上来。然而，自相矛盾的

是，冲突一方的权力比另一方越大，后者将前者的行为归因为别有用

心的动机的可能性就越小，因而这种逢迎战术就会更加有效——然

而，这种情形下，冲突一方将逢迎战术作为首选的可能性却很小。相

反，如果与另一方相比，冲突一方的地位相对较低，那么后者最值得

依赖的就是逢迎战术。然而，在这种情形下，该战术生效的可能性却

最小，因为冲突一方越需要另一方，他为了给另一方留下美好印象所

作的种种努力，就越会遭到另一方的怀疑。

承诺

如果冲突一方宣称，只要另一方能遵从自己的愿望，就打算奖励

另一方，这种信息就是承诺（promises）。因此，父母可能会向孩子

承诺，如果孩子打扫了自己的房间，那么就会带他去看电影。



决定承诺战术成败的因素

冲突一方要使承诺生效，对另一方所承诺的奖赏一定要超过他因

遵从而导致的损失（Tedeschi et al.， 1973）。此外，有效的承诺

还要保证可靠性或者说可信度。可信度包括三个部分，都是从冲突另

一方的角度来看待的。另一方必须相信，冲突一方有能力提供所承诺

的奖励；如果另一方遵从的话，冲突一方就会打算提供这种奖励，而

如果另一方不遵从，这种奖励就会撤销；还有，冲突一方要能完全监

控另一方的行为，以便对另一方的遵从与否作出明确的判断。

监控的可信度很容易考察，因为另一方为了获得奖励，本身就会

去积极主动地提供遵从的证据；然而，如果另一方伪造遵从的证据，

冲突一方要能指出来，这一点很有必要。研究表明，如果冲突一方过

去曾经履行承诺（Schlenker et al.， 1973），而且能灵活处理事情

（Tedeschi et al.， 1973），那么其意图的可信度就会提高。

承诺战术的若干优点

承诺战术在冲突争议中有很多可取之处，主要原因有三。首先，

不像其他“强硬的”策略（如威胁），大部分的承诺都是相对“温和

的”（轻型）战术。冲突一方采用承诺战术之时，会提供某种自认为

对另一方具有吸引力的事物，用来交换另一方的遵从行为。承诺不仅

是索取的过程，而是反过来回馈的过程。因此，与威胁战术不一样，

承诺作出之后，就几乎没有什么负面的残存效果了。与上述观察结果

相一致，人们通常认为承诺战术要比威胁战术更有吸引力，而且作出

承诺的人更为友善，这并不出人意料（Rubin & Lewicki， 1973）。

此外，冲突一方的承诺反过来也会引发对方的承诺，这一点也是意料

中事。



第二，如果承诺者拥有履行承诺的良好记录，那么在引发对方的

遵从行为时，运用这种战术就会非常有效，不会遭遇太多抵抗和愤恨

（Lindskold & Tedeschi， 1971）。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父母不

会运用承诺战术，那么在劝说孩子吃西兰花、打扫房间、拿走自己的

脏衣服、降低音乐的声量等事情上，将会遇到多少困难。

承诺通常还有第三项优点，即常常会在另一方的思想中营造出一

种负债感。并非所有的承诺战术都有这种特点，比如，为商品或服务

付钱，或者说用冰激凌来交换吃西兰花的行为，都不是典型意义上的

负债感。另一方面，很多情况下做出和兑现一项承诺意味着，冲突一

方在某种程度上给另一方提供帮助，而另一方则有责任对此进行回

报。这一点在教父的慈善行为上得到了明显的体现，至少在原则上，

承诺常常带有成串的附加条件，这使得冲突一方未来能影响另一方。

承诺战术的若干问题

考虑到承诺战术的上述优点，个体在遇到争议时就可能希望更加

频繁地使用这些战术，并且认为会获得成功，但事实并非如此。承诺

战术也存在以下几个问题，只不过开始时并不明显。

首先，至关重要的是，冲突一方无论承诺了什么样的奖励，都要

为此买单，否则承诺就会失效。相比之下，如果一项威胁战术达到了

预期的目的，就不需要冲突一方付出任何代价。因此，成功的承诺战

术要比威胁战术成本更高。

第二个问题是，一项承诺的履行使其不太可能在未来奏效，这颇

具讽刺意义。另一方有可能对冲突一方为交换遵从行为而给出的恩

惠，开始变得厌倦。比如，只有在另一方还没有厌倦冰激凌的时候，

冰激凌才能用来交换另一方的西兰花。此外，如果另一方已经体验到

了冲突一方不得不提供的最好事物，那么另一方就可能受到诱惑，要



么未来不再遵从，要么试图索取更多的奖励，以交换自己的遵从行

为。

第三个问题是，如果承诺战术反复提出和得以履行，那么带来的

就可能不再是满意度，而是一种过度依赖了。另一方可能开始期待，

冲突一方在未来会继续提供某些利益，这一点或许能证明，长期来

看，冲突一方必定会付出高昂的代价。

因为上述问题的存在，冲突一方可能会认为明智的做法也许是，

可以许诺但不必坚守。可不幸的是，这样就会产生第四个问题，即不

遵守承诺同样会带来高昂的代价。我们可以回想一下，乔治·布什总

统（老布什）曾经在竞选时承诺不增税（他说，“请仔细听好了！不

会再有新的税负了”），但是当选后并未兑现，结果付出了高昂的政

治成本。冲突一方背弃承诺几乎肯定会遭人鄙视和怀疑，而另一方则

可能觉得有义务对这种背弃行为进行惩罚性回应。此外，如果冲突一

方未来再进行许诺，不可能赢得对方的信任。

承诺战术的第五个问题就是，难以决定承诺的程度。对于冲突一

方而言，如果提供给另一方的奖励微不足道、或者少得可怜，那么就

可能有失败的风险，即可能无法带来所期待的行为，甚至会给对方带

来受辱感，产生敌意。因此，冲突一方应该用较大的奖励来交换另一

方的遵从行为，这样做才是明智的。不过，太有吸引力的奖励可能会

被另一方视为贿赂。另一方可能会认为，冲突一方从另一方的遵从行

为所获得的利益，要远远超过其愿意表露出来的程度。这种情况下，

另一方可能会受诱惑避免遵从，而是努力去发现到底是什么原因致使

冲突一方做出如此慷慨的承诺，或者勒索冲突一方，也就是说，另一

方会指出，既然遵从行为对后者而言如此重要，那么为了证明这样一

种慷慨允诺的正当性，后者应该再多付出一些，才能达到他或者她的

目的。



辩论说服

逢迎讨好战术和承诺战术都是预备性战术，因为它们是逐步削弱

另一方的抵抗，进而降低另一方的期望值，而非直接影响另一方的期

望值。相比之下还有几项争斗之术可以直接降低对方的期望值。其中

最轻型的就是辩论说服（persuasive argumentation），即冲突一方

通过一系列逻辑的诉求，导致另一方降低期望值的技术。

不要低估成功的辩论说服战术所需的技能。冲突一方必须说服另

一方放弃它所珍视而自己想得到的事物。冲突一方达到这一目的，不

是通过胁迫或者拿奖励作诱饵，而是通过劝说的方式来实现的。这在

容易引起争议的情况下，确实很难做到[51]。多年来，致力于劝说理

论研究的社会心理学赢得了广泛的关注[52]。接下来，我们不一一详

述这些范围甚广的文献研究，而只是简单介绍两种常见的诉求，它们

在出现利益冲突时是很有用的。

首先，冲突一方可以试图劝说另一方，自己对争论中某种有利的

结果拥有合乎情理的权利。如果我能说服你，“或者拿出你的钱，或

者交出我的命”——即除非你能满足我的期望，否则我就会处于相当

危险的境地——我或许就可以说服你降低期望值。比如，谈判代表会

提到，除非他们能将某一特别有利的资源回报给他们所在的群体，否

则他们就可能失业、降职、或者被人顶替。以色列经常使用这样的诉

求来向美国要钱，用以帮助他们抵抗邻国的袭击。

辩论说服的第二种主要的形式就是，冲突一方要让另一方相信，

如果后者降低期望值，对他自己而言也是有利的。这的确是一种非比

寻常的策略：我在劝说你，为了你的利益着想，请允许我获得胜利。

比如，一个正在亏损的企业，管理层成员劝说劳工谈判者，除非工人

们接受降低薪酬和裁员，否则企业将全线败退，所有的员工都将受到



影响。听上去有些牵强吗？我们可以回顾一下美国航空公司最近的案

例，该公司成功地说服了飞行员接受大幅度降薪，以提高企业的存活

机会。诸如此类的案例很多，冲突一方向另一方指出一种看似一点都

不具备吸引力、但却令人信服的选择，从而说服了另一方接受了较低

的期望值。

羞辱

羞辱是引发另一方羞耻感的行为，这种羞耻感令人痛苦，它的特

征是全面自责（Smith et al.， 2002）。为了达到效果，羞辱通常会

将另一方的缺陷或者过失公开化。

羞辱是引发对方遵从行为的高效办法[53]。实际上，很长时间以

来，羞辱都是最有力的社会控制工具（Braithwaite， 1989），经典

小说《红字》就是这种现象的文学典型。海斯特·白兰（Hester

Pryne）被迫在胸前的衣襟上戴着象征通奸行为的字母“A”[54]，在

塞勒姆人的面前游街。她不得不忍受“数百双无情的目光紧盯着她，

集中在她前胸的重压。”这种羞辱给海斯特带来的痛楚是如此之深，

以至于她想 “使出全身的力量尖声呼号，并从断头台上翻到地面，否

则，她会立刻疯掉”（Hawthorne， 1850/1962：45）。

至少在美国，清教徒式的羞辱已经不复存在。然而，其他形式的

羞辱却仍旧普遍存在，无论在家里（Dutton， 1999）、职场

（Graham， 2000）、法律环境（Braithwaite， 1989）还是国际场合

（Scheff， 1994）中，处处都能找到用来引发另一方遵从的羞辱行

为。这些羞辱的表现形式既可以很微妙，比如，皱眉头或者在口头上

轻轻责备一句，“你真丢人！”，也可以在一个群体内公开发布，小

到一个三口之家中，父母亲因为孩子没有说“请”字而对他或她进行

批评，大到通过大众媒介进行广泛的传播，比如将那些藐视法庭裁



决 、 离 异 后 拒 绝 给 予 子 女 抚 养 费 的 父 母 的 名 字 公 之 于 众

（Braithwaite， 1998）。

羞辱战术的缺点是，如果另一方认为羞辱是不公正的污蔑，那么

就很容易使冲突一方引火烧身。用布雷思韦特（Braithwaite）的术语

来说，这叫“污名化（stigmatization）”，会产生诸多不良的副作

用。一种副作用是，另一方以愤怒和攻击行为来进行回应。另一种副

作用是，这种羞辱会破坏冲突各方之间的社会纽带。另一方可能与冲

突一方决裂，甚至会发展到与后者所在的社区决裂，而与那些遭到类

似污名化的人联合起来。因此，一名被其他同学当做羞辱目标的十几

岁少年，可能会加入价值体系与学校相反的帮派（Cohen， 1955）。

这时，这名学生因犯错而被送到校长办公室的行为，就会成为荣誉的

象征，而不会带来耻辱，这样羞辱战术就失去了重塑行为的力量。

为了避免这些副作用，冲突一方应该采用布雷斯韦特所称的“重

新整合的羞辱（reintegrative shaming）”。羞辱战术使用完后，应

该紧接着作出姿态，重新确定各方之间的社会纽带。姿态的形式很

多，小到一个微笑，大到旨在进行公开调解的正式仪式。

针锋相对

另一种控制另一方的战术是与另一方的行为保持一致，也就是

说，另一方合作时给予奖励，而另一方不合作时则给予惩罚，这就叫

做针锋相对（titfor-tat）。因此，如果父母想让儿子停止捉弄自己

的妹妹，那么就会在他没有打搅妹妹的时候给予表扬，而一旦他再

犯，就让他回自己的房间去。围绕“囚徒的困境”所作的研究表明，

作为促使另一方合作的方式，针锋相对战术是相当有效的（Axelrod，

1984；Kim & Webster， 2001）。这种战术起作用的方式至少有两

种。一种方式相当于简单的行为强化，这表现在大部分动物的学习行



为中。二是树立冲突一方的坚定形象，而且给另一方这样一种感觉，

即如果另一方准备好了的话，冲突一方也准备进行合作（Komorita &

Esser， 1975）。

使用针锋相对战术会出现两个问题。一是按照这种战术，哪怕另

一方犯了一个临时性错误，冲突一方也要立刻回应。而通常另一方也

会使用针锋相对战术，这就有可能会在一个本来良好的关系中产生不

必要的冲突螺旋。另一方一次没有合作，冲突一方就对其进行惩罚；

之后，另一方实施报复，而这种报复又引发冲突一方的进一步报复，

这样循环往复，就可能会伤害双方的关系，并且威胁到他们各自的利

益。此外，如果在双方刚开始相互交流时，另一方就没有予以合作，

那么另一方就可能永远感觉不到好的行为会得到回报。相反，另一方

可能会产生这样不正确的观念，即冲突一方原本就是令人厌恶的家

伙，根本不懂得合作，不要理他，或者惩罚他。

如果冲突一方能给另一方宽限期，在一段时间内，即使另一方表

现出令人不快或者自私自利的行为，也用积极行为进行回应，那么这

个问题就会避免了。在这个宽限期内，甚至一个警告都往往是有效

的。如果另一方开始利用这个宽限期，一而再、再而三地骚扰冲突一

方，直至后者无法忍受，之后又很快地“改过自新”，博取后者的欢

心，那么新的难题就会出现了。研究表明，冲突一方要想避免陷入这

样的处境，就要做到，一旦对另一方实施了反击，就不要很快地又谅

解对方（Bixenstine & Gaebelein， 1971）。

针对这一问题，冲突一方的另外一种解决办法就是，用言语来诠

释针锋相对战术，“如果你配合我工作，而不是反对我，那么我会做

得很好”（Deutsch，1973）。在采用这种解决办法时，冲突一方还可

以偶尔进行单边合作，以试探另一方是否真的准备改善关系。



针锋相对战术的第二个问题是，它的效果往往限制在这项战术运

用的时期里。如果冲突一方停止使用这种战术，那么另一方的合作行

为就可能会逐渐停止。学习理论学家发现，如果另一方因其合作行

为，间歇性地而不是次次都获得冲突一方的奖励，那么在针锋相对战

术停止使用之后，该项战术的效果会维系较长时间（Kazdin，

1975）。

威胁

威胁（threat）是指冲突一方宣称如果另一方不遵从己方的愿

望，那么就会伤害另一方[55]。威胁在明晰度上有所差别。有些威胁

的表述很清晰，能明确地指出，如果另一方不按照某种特定的方式行

事，那么将会发生什么。于是，父母可能会对孩子说，“如果你再次

抢走妹妹的玩具，就回自己屋里去。”有些威胁对行为或惩罚的表述

比较模糊，还有些威胁涉及那些微妙的而且往往含糊不清的表达方

式，比如适时地皱皱眉头或者是咳嗽。某些情况下很多威胁非常明

确，比如，警察对闯红灯的司机开罚单，就是一种威胁。如果威胁的

概念得以扩展，将那些微妙的和明确的威胁都囊括进来的话，那么很

清楚，我们的生活将处处充满着威胁。威胁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很

少成为社会问题，除非它们失去控制。

我们要将威胁与警告（warnings）区分开来。警告指的是这样一

种预测，即如果另一方不按照某种特定的方式行事，那么就会受到伤

害。警告与威胁的关键差别就在于，在警告中，冲突一方（提出警告

者）并不能控制另一方是否会受到伤害（Tedeschi et al.，

1973）。如果预料中的伤害发生，那么实施者将是其他人或者其他事

物，或者是冲突一方自己被迫实施。因此，一位母亲可能会对孩子

说，“如果你再去打扰妹妹，那么你爸爸就会让你回自己屋里去。”



或者这样说，“如果你再去打扰妹妹，我将被迫让你回自己屋里

去。”可以肯定的是，后面那种警告是处在威胁与警告之间的灰色地

带。

下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影响威胁奏效的条件。之后，我们将分

析威胁战术有哪些潜在优势，最后再对该战术的潜在缺陷加以分析。

威胁战术奏效的决定性因素

威胁战术要想发挥作用，那么该战术将要带给另一方的伤害，肯

定要大于不遵从所获得的好处（Tedeschi et al.， 1973）。这就意

味着，在一定程度上，威胁将要带来的惩罚越严重，威胁本身就会变

得越有效（Horai & Tedeschi，1969）。这里我们只是说 “在一定程

度上”，是因为如果威胁与被要求的行为不符，那么就会无法令人相

信（Schelling， 1960， 1966）。比如，在大多数家庭中，如果家长

对一个打扰妹妹的男孩威胁说，要在一周之内不给他东西吃，这样的

威胁就无法让人相信，因而注定会失败。

由此我们要谈到威胁战术的第二个必要条件：威胁如果要发挥作

用，首先必须要令人信服，这一点与承诺战术相似。另一方必须相

信，冲突一方有能力按照威胁的方式对自己进行伤害；如果自己不遵

从，冲突一方会施加伤害，而如果自己遵从，这种惩罚就会撤销；而

且冲突一方会监控自己的行为，以获悉自己是否遵从。因此，在前面

的例子中，如果男孩认为家长不能让他回自己的房间；认为家长不会

真的想要他回自己的房间；认为无论他做什么，家长都会让他回到自

己的房间；或者认为家长无法发现他什么时候行为不端，那么他就未

必会遵从家长的指令。

最令研究者关注的是，何种条件下冲突一方的威胁意图具有可信

性，能使另一方认为对方打算实施所威胁的行为。某种程度上，意图



的可信度与冲突一方的诚信度有关。因此，冲突一方过去言行的一致

将使其更加可信。如果冲突一方过去未曾实施自己的威胁或者过去的

承诺未曾兑现，那现在的威胁就会显得空洞无力（Schlenker et

al.， 1973）。如果冲突一方地位较高，或者恶名在外，被人认为不

好说话或者是不好相处，那么其威胁的可信度会因此而加强。当威胁

来自那些地位较高的个体（Faley & Tedeschi， 1971），或者是那些

具有负面形象的人（Schlenker et al.， 1970），威胁就变得更加令

人可信。

如果实施威胁将付出高昂的代价，那么威胁就会丧失可信度。实

施威胁总要付出代价。有时候，即使温和地管教一个孩子，如果孩子

提出抗议，也会令我们感到筋疲力尽。这里要指出的一点是，实施威

胁的代价越高，冲突一方就越不可能实施威胁，而了解这一点的另一

方就越会认为威胁不可信，而且也越不可能遵从（Mogy & Pruitt，

1974）。

为实施威胁所做的准备工作，也可以表示威胁意图的认真程度。

因此家长为了加强威胁的效果，可能会将孩子的课本拿到他的房间

里，然后说，“我已经把你的书本放在你的房间里了，这样当你被关

在房间里的时候，就有事可干了。”

成功的威胁者往往能找到坚决实施威胁的方法。其目的是不给自

己留退路，如果另一方不遵从，那么自己将别无选择，换句话说，就

是把威胁转变为了警告。冲突一方表达坚强决心的方法之一就是，发

布有关威胁的公开声明，因此，如果自己将来不能坚持实施威胁就会

感到尴尬。比如，父母可能会当着家庭所有成员的面和儿子谈话。第

二种方法是，将这种威胁的承诺附着在一种神圣的原则或者是规则

上，而冲突一方应责无旁贷地遵循这些原则和规则。因此，父母可能

会告诉儿子，他破坏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一基本社会规则，而



自己正在努力向他教授这一规则。第三种方法是，将威胁的实施责任

转嫁到第三方身上，法律契约和强制令就是这样起作用的。

威胁战术的若干优点

威胁战术可能不如承诺战术那样令人愉快，但是作为引发他人遵

从的方法，威胁却更具诱惑力。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原因来进行分

析：

首先，有效的威胁根本不会给威胁方带来任何损失。威胁方既不

需付出任何奖励，也不需实施任何惩戒。威胁之所以会产生效果，是

因为被威胁方想避免遭受违抗引发的代价——而不是受到代价本身的

影响。正如谢林（Schelling，1966）观察到的，冲突一方若使用不讲

人情的强制性手段，往往会造成另一方的反抗和阻力增大，因而无法

获得成功。在这种情况下，冲突一方威胁要使用这种强制性手段，反

而有可能成功。

其次，威胁往往是非常有效的。这一战术的价值已经在诸多研究

中得到了重复、一致的证实（例如，Bonoma & Tedeschi， 1973；

Mogy & Pruitt， 1974）。某些情况下，威胁的确要比承诺更能激发

另一方的遵从行为。这部分是因为威胁者通常要比承诺者更有权力，

也更具控制力。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实验室研究发现，威胁是非常可

信的影响方式，往往要比承诺令人信服得多（Pruitt & Carnevale，

1993；Rubin & Brown， 1975）。还有，通常说来，与获得某一奖励

相比，人们往往更愿意避免可能蒙受的损失（Taylor， 1991）。因

此，面临威胁的时候，人们更可能会让步。

威胁的第三个可能的“优点”是，即使威胁者并未实施威胁，他

们也仍然能获得好处。如果冲突一方在另一方并未遵从的情况下选择

不实施威胁，那么这一行径有可能会被另一方看成一项人性化措施，



而非软弱或愚蠢的标志。如果承诺者食言，那么我们几乎可以断定，

其人将会被另一方看成言行不一致的人，然而如果威胁者食言，那么

尚有可能被视为强大却又慈悲的人——一名懂得宽容智慧的人（就像

慈祥的父母）。可以肯定的是，威胁者如果食言，其信任程度就可能

会在另一方的眼中降低。然而，如果另一方能从慈悲的角度对这种食

言行径进行解释，那么这一解释就可能会（至少会部分地）抵消掉食

言行径可能所带来的损失。

在冲突中，人们频频使用威胁战术，是因为这一战术往往与伴随

威胁而生的正义感和正直感相一致，这就是威胁战术的第四个优点。

遇到有争议的情境，人们常常相信，或者表面上相信，上帝和正义站

在他们一边。在这样的情形下，还有什么方式要比威胁方式更具影响

力呢？如果另一方按照冲突一方的需求做事，那么这只不过理所应当

的事情，并不值得特别的嘉奖，但如果另一方并未按照冲突一方需求

做事的话，惩罚就是对这种错误行径所进行的恰当回应。（如果乔尼

在停止打扰妹妹这件事上，既未认识到严重性，也表现得满不在乎，

那么应该受到惩罚。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威胁战术的若干问题

使用威胁战术可能引发的最严重的问题是，这些方法往往为另一

方所憎恨（Smith & Anderson， 1975）。这部分是因为，冲突一方发

出的是意图伤害另一方的讯号，也因为该方要求另一方遵从，却又并

未给予另一方任何回报。这意味着另一方将失去某种自由，却不能得

到补偿，也暗示着冲突一方认为己方优于另一方，并有权向另一方提

出进一步的要求[56]。因这些知觉而产生的反感常常会导致另一方对

抗威胁，而非遵从。这样不但威胁的目的达不到，而且促使双方敌意

如负螺旋般加剧上升。我们将在第5章和第6章中对这种螺旋加以讨论

（Deutsch & Krauss， 1960；Youngs， 1986）。



威胁战术还会逐步破坏冲突各方的关系，并且滋生不信任感，使

得双方难以有效地解决问题。威胁战术还会带来另一个问题，即如果

另一方不遵从的话，这些威胁可能会带来高昂的代价。假设另一方目

中无人，那么对其进行惩罚往往既困难又耗费时间，而且会激起对方

更大的不满和报复行为[57]。

有三种方法可以缓解这些问题带来的副作用。一是将威胁战术与

承诺战术相结合——使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方法。这一方法类似于

针锋相对，能给另一方的忍辱负重和俯首听命行为提供有意义的奖

励。二是运用那些合法的威胁，比如法官威胁被告如果再因超速被

捕，就会予以罚款。与不合法的威胁相比，合法威胁较少激起人的愤

恨之心（Milburn & Watman， 1981）。三是实施与强制性威胁正好相

反的威慑性威胁（Schelling， 1966），后者要求另一方不要采取某

种特定行为，而前者则要求另一方采取某种特定行为。在强制性威胁

中，冲突一方总是左右另一方，因而这种威胁方式更容易招致另一方

的不满，也不如威慑性威胁方式有效。

强制性任务

冲突一方采用威胁战术，是以“如果……那么……”这样的陈述

形式出现的，比如，“如果你不遵从我的愿望，那么我会处罚你。”

相比之下，强制性任务是以这样的形式出现，“我已经开始惩罚你

了，除非你遵从我的愿望，否则我会继续惩罚。”冲突一方要想不断

地惩罚另一方，往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或者要冒一定的风险。因

此，强制性任务就是让另一方来把握双方福祉的控制点，明确地给另

一方最后的机会，以避免对双方造成伤害。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两个

截然不同的例子，第一个讲述的是胆小鬼游戏，而第二个则是国际关

系案例。



在詹姆斯·迪恩和马龙·白兰度主演的一部老电影中，两人参加

了胆小鬼游戏，要以极其危险的速度驾车，然后在车道上迎头相撞。

对这两位参与者而言，这样的撞击几乎肯定意味着死亡，因此谁为了

避免迎头相撞而先将车偏离方向，谁就是失败者（亦即胆小鬼）。广

而言之，只要冲突双方或双方以上陷入了愿望的竞赛，而双方都不愿

意先行让步，并且因互不妥协而失去很多，那么就可以视为胆小鬼游

戏现象。无论是正在闹离婚，而且在为可怜的孩子的监护权进行激烈

争论的夫妻，还是深陷一场代价高昂的罢工中的劳资双方，都是胆小

鬼游戏分析的好案例。

1962年，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做出了战术选择，这

一强制性任务的例证与前面提到过的胆小鬼游戏大相径庭。在危机发

生前的数月间，苏联——当时还在赫鲁晓夫统治下——就开始成船地

将中程导弹和核弹头运往古巴。苏联的意图显而易见，即一旦完成这

些武器部署，就会将矛头直指美国东部的主要中心城市。肯尼迪总统

拿到了苏联这一行动的无可辩驳的影像证据之后，马上对事件予以了

关注，古巴导弹危机随后爆发。总统发表公开讲话，声称美国有义务

对苏联开往古巴的所有船只实施海上封锁，除非苏联停止其运送武器

的行为，并且销毁那些已经部署在古巴的武器和基地，否则将不会撤

除海上封锁线。美国军舰被派遣至该地区，开始阻止苏联船只。肯尼

迪总统的这项战术最终获得了成功，苏联人从古巴岛撤出了导弹，这

一点我们还将在第9章予以阐述。

强制性任务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强制性任务必须具有可信度才能起到作用，这一点与承诺和威胁

战术相似。另一方必须相信：如果自己不遵从，那么冲突一方不但有

继续实施惩罚的能力和意图，而且如果自己遵从，冲突一方就会解除

这种惩罚；冲突一方能充分地监控自己的行为，从而判断自己是否遵

从。



既然在对另一方进行惩罚时，冲突一方往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或

冒一定的风险，那么主要问题就在于冲突一方意图的可信度了，也就

是说，另一方是否相信，冲突一方会继续实施惩罚，直至自己投降。

比如，在胆小鬼游戏中，冲突一方会让另一方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将方

向盘抛出车窗外（Schelling， 1960）。这一动作传递的信息就是，

现在只有另一方拥有对将要发生的事件的控制权。冲突一方将自身逼

上了一条充满潜在灾难的不归路，除非另一方让步，否则灾难将无可

避免。在古巴导弹危机中，肯尼迪以坚定的口吻宣布了将要实施封锁

的计划之后，美国军事人员那些明显的举动、美国军舰抵达相应地区

以及对苏联船舶进行的实际性干扰，都是对这项口头宣布任务的贯彻

实施。可以说，没有承诺比此更可信了。这项争论结果的控制点从美

国人的肩上转移到了苏联人肩上，使苏联成为唯一有能力阻止双方发

生灾难的国家。

冲突一方可以通过如下几件事情来加强意图的可信度。首先，冲

突一方有望借助于第三方的力量，并告知第三方事情是不可能改变

的。这就像派遣信使传递信息，而派遣者在发出信息之后，或是失去

联系，或是无法再产生影响力了。谢林（Schelling， 1960：38）曾

举过这样的例子，“很多大学教师都会受到这样一条规则的保护，即

一旦课程成绩记录在案，那么他们就失去了改变分数的权力。”这种

做法就是将成绩录入者置于信使的位置，传递着这样一条信息，即冲

突一方现在不能再改变成绩了。

加强意图可信度的第二种方法是将任务公开化，而不是私下里将

任务布置下去。这样做会将冲突一方言行一致的声誉暴露在极大的风

险中。谢林指出，在谈判的情境下，冲突双方往往会将自己置于无路

可退的境地。他写道：“如果那些国家代表会因任何一个小小的退让

而被人指责为绥靖主义，他们就不会做出明显的让步（Schelling，

1960：29）。”



加强意图可信度的第三种方法是证明冲突一方拥有这样的支持

者，他们认为自己有责任密切关注任何偏离任务的事件。实际上，冲

突一方想要说明的是，自己的脖子正放在套索中，而那些不妥协的支

持者正在监视自己的一举一动，随时都可能会拉紧这条套索。

第四种加强意图可信度的方法是让另一方直面冲突一方所下决心

的证据。如果想让另一方了解冲突一方所承诺任务的深度和强度，那

么面对面的交流就是最好的方式。如果缺乏这样直接人际冲突，另一

方会无法真正感受到冲突一方的强制性力度，这一战术也就不会像设

想的那样发挥作用。

如果另一方有办法免受冲突一方的惩罚，那么冲突一方不但会缺

乏可信度，而且强制战术也会遭遇失败。比如，在1948年冷战开始

时，苏联曾试图通过对西柏林实施地面封锁来迫使美国及其盟友撤出

该市。然而，后者通过空中运输，从外部向西柏林大量输送供给，维

系了城市的运行。1949年，苏联人的强制性任务战术失败，被迫解除

了地面封锁。

强制性任务的若干优点

如果强制性任务战术得以成功使用，那么就能迫使另一方主动提

出达成协议的要求。这一战术将球踢到了对方的场地，由对方来决定

下一步怎么走，因而能引发另一方做出退让。比如，假如你我都驾驶

着自己的机动车靠近一个十字路口，而且你认为我不知道你的存在

（因为我眼睛盯着前方），那么你就应该为将要发生的交通事故负

责，而不是我；是你必须要踩刹车，以免撞车。很多波士顿司机都善

于利用这一战术，以便能抢先通过拥挤的十字路口（Rubinet al.，

1974）。



强制性任务的第二个好处是，该战术并不要求冲突一方拥有与另

一方一样或更大的权力。冲突一方只要将自身置于这样一种情形，即

少量地付出一些对另一方而言很重要的成本，这种付出甚至可以只是

临时性的。比如，如果一个地位卑微的环卫工人没有从一个有权有势

的老主顾那里拿到圣诞节小费，他就可以从12月26号开始，将鸡蛋壳

扔在这家老主顾的草地上，直到他得到小费。的确如谢林

（Schelling， 1960）观察到的，处于弱势的一方使用这一战术时，

有悖常理的是，往往会处在一种更为强势的讨价还价的位置上。这是

因为，弱势方的极度弱势能加强其承诺的强制性任务的可信度。比

如，那名环卫工人的贫困状况以及他由此产生的对金钱的极度需求，

使得他将继续使用这一战术的行为变得更加令人可信。可以这样说，

一只被逼到绝路的动物和一名濒临绝境的男人肯定是处在弱势地位

的，但是他们很可能会奋起反抗，而他们的弱势使得他们所承诺的惩

罚敌人的任务变得更加令人可信。

强制性任务的第三个好处就是，它们往往在冲突一方或另一方还

未亲眼目睹所承诺任务的最终结果时，就产生作用了。美国并未被迫

长时间对古巴实施封锁。如果冲突一方有过兑现各种所承诺的任务这

样的“光荣记录”，就可能足以取得胜利，而根本不必一直坚持到痛

苦的最终结局。

强制性任务的若干问题

由于强制性任务具有不可逆转性，或者说是显见的不可逆转性，

因此可以肯定地说，这项战术往往要承担很大的风险。冲突一方的命

运置于另一方的手中，而另一方有可能并未做好退让的准备，而这种

让步对于避免灾难的发生又是必需的。如果另一方并未做好准备做出

退让，那么灾难往往是双向的，也就是说，胆小鬼游戏中的两名参与

者都会死掉，或者是，苏联予以回击，核武器大战随之爆发。强制性

任务的确是带有风险性的战术。



至于另一方为何没有按照该项战术的原初设想进行退让，至少有

四种原因。首先，另一方可能并不了解冲突一方所承诺任务的后果。

比如，如果你看不见我在开车，因而也不知道我没有意识到我们都在

穿过同一个十字路口，那么我俩就会发生严重的问题了。第二，另一

方可能想要遵从冲突一方的愿望，但却无法这样做——比如在胆小鬼

游戏中，对方司机因刹车失灵而无法及时停车，或者是一名遭到绑架

的人无法弄到赎金。

第三，冲突一方可能会觉得自己应该承担起任务，兑现自己曾经

声明要采取的行动，但是另一方却可能对其所承诺的这一任务表示怀

疑。另一方可能这样解释道，强制性任务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冲突一

方未必真的敢实施。这种误读就会酿成悲剧。

第四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冲突一方可能会错误地判断，

到底对于另一方而言，自己正在强迫另一方做出的选择有什么样的相

对价值。冲突一方可能相信，另一方会优先选择向灾难屈服，而实际

上，另一方却有可能愿意面对灾难。比如，在发动对古巴的封锁行动

时，肯尼迪不得不假设，赫鲁晓夫会优先选择令自身感到尴尬的撤军

行动，以避免爆发海上战争，或是危险的核武器复仇战。为了尽可能

减少误判，冲突一方要全面了解另一方的观点和价值观，这一点非常

重要。对于新近介入某种关系的冲突方而言，采用强制性任务战术可

能就是玩火[58]。

由于上述四种风险的存在，冲突一方比较理想的做法就是，必要

时采用那些能逆转的强制性任务。如果冲突一方明智地——胆小鬼游

戏中将方向盘扔出窗外之前——准备好第二套不为另一方所知的操控

机制，这套机制能在强制性任务没有起到作用的情况下，在最后的时

刻用来避免灾难的发生。多数情况下，被人视为傻瓜或者骗子，总比



丢掉性命明智得多。最有效的单方强制性任务可能是，另一方相信是

不可逆转的，但却能在绝对必要的时候加以修改。

除风险性之外，强制性任务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即冲突一方在

使用这一战术的时候必须先发制人。在胆小鬼游戏中，只有第一个剥

夺自我控制权的人才有可能获胜。如果另一方在冲突一方将方向盘扔

出车窗的同时，或者是紧随其后，也将方向盘扔出车窗，那么这对于

双方来说都是极为冲动而愚蠢的行为。只有冲突一方有望另一方仍保

有控制权时，放弃对事件的控制才有意义。

我们看到强制性任务存在可信度和风险性问题。然而最严重的问

题是，这些任务往往会推动冲突升级，除非它们以绝对的非暴力形式

出现（参见下文）。这一战术并不会终结那些容易引起争议的交流，

而往往会带来如下这些反应：冲突各方都可能绝不妥协，或是都觉得

自己不能稍稍让步，以免颜面尽失，而这样一些反应会使得业已形成

的困境更为严重。

暴力

我们将暴力（violence）定义为意图伤害他人身体或破坏他人所

珍视事物的行为。暴力一词常常引申到这一定义之外。比如，奥珀托

（Opotow， 2000：404）给出的定义就包括结构性暴力（structural

violence），指的是拒绝向社会的某些成员提供“享有人类幸福和尊

严所必需的基本资源”。尽管结构性暴力很值得我们考察并寻找解决

办法，但是它与身体暴力有着不同的起源和效果，后者才是我们感兴

趣的现象。

区分工具性暴力（instrumental violence）和情感性暴力

（emotional violence）很有意义（Berkowitz， 1993）。工具性暴



力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旨在强化冲突一方与另一方发生冲突的理

由。前面描述过的几种战术可能会涉及工具性暴力。比如，针锋相对

战术和威胁战术在实施过程中可能会采用暴力形式（比如男孩欺负妹

妹时爸爸就打他屁股），也可能会采用非暴力形式（比如把他关进自

己的房间）。强制性任务也会涉及暴力形式（比如折磨犯人直到他们

说出自己的同谋），或者涉及非暴力形式（比如把犯人关进审讯室直

到他们说出自己的同谋）。冲突一方也能用工具性暴力来打败另一方

或者进行自我防御。

就情感性暴力而言，伤害另一方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达到目的

的手段。这种暴力所涉及的情感——诸如愤怒、敌意或是复仇的愿望

——都直指另一方。这些情感可能来自于因另一方而感知到的烦恼，

或者说，它们可能映射出另一方给冲突一方或其所在的群体所带来的

侮辱、痛苦或是相对剥夺。它们或许可能源自某种其他的情境，并被

转嫁到另一方身上。比如，如果有一天，父母在工作中很不顺心，那

么他或她就有可能回家后，因孩子所犯的轻微过错而打孩子。

大部分暴力行径既带有工具性，也带有情感性，只不过程度有差

异。因此，一名刑讯者拷打犯人，可能主要是为了达到工具性目的，

即从犯人那里获得信息，但也可能是为了发泄自己对世界的愤怒，因

为刑讯者在童年时期受到过虐待。上面提到的那位沮丧的父亲或母

亲，主要的目的是发泄自己对老板的愤怒，但也有可能带有工具性目

的，即让孩子不要制造噪音、反驳自己或者做任何会令父母感到暴怒

的事情。

群体暴力通常要比个体暴力更具破坏性。群体暴力的具体形式取

决于群体的力量大小和授权等级高低。政府和握有权势的群体，往往

会通过警察或者军事力量公开实施暴力。而弱势群体则往往会采用秘

密行动的方式，成立突击队或进行恐怖活动，来反抗那些他们正在挑



战的强势群体。他们秘密地派遣个人或是小分队去破坏桥梁或建筑

物，并且还杀死另一边的人。采用恐怖主义战术的原因很清楚，就是

如果这些群体公开行动，他们的成员往往会在尚未完成自己的使命前

就已被捕。

像基地组织对世贸中心进行袭击这样的恐怖主义行径，通常都至

少带有四大目的。一是情感性目的，即通过报复权势较强的敌人来表

达内团体真实的或臆想的怨愤。其他三个都是工具性目标：（1）骚扰

对手，直到对方为了制止暴力而做出让步；（2）为保护内群体而削弱

对手的力量；（3）说明对手不过是一只纸老虎，不堪一击，以便能招

募更多的内群体成员进行斗争[59]。

非暴力反抗

非暴力反抗指的是弱势群体在不使用暴力的情形下，对现状进行

挑战的一套战术[60]。非暴力反抗可以视为代替突击行动和恐怖主义

的战术，既能给强势一方加诸真正的压力，同时又避免采用暴力而导

致的缺陷。这些缺陷包括：暴力给双方都带来痛苦（遭受恐怖攻击方

的反应往往是，对恐怖分子所宣称代表的那个群体实施暴力），破坏

与对手的关系，以及疏远那些本可以给对手施加压力的第三方。

非暴力反抗的例子有：为了让占据印度的英国军队撤军，圣雄甘

地所进行的绝食行为；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美国南部勇敢

的美国黑人发动的联合抵制和静坐抗议运动；以及那些为抗议发动内

战而拒绝登记入伍的人们，或是拒绝为正在驶近的坦克让开道路的行

为。虽然我们很多人都对这些行为所体现出的勇气、决心和道德信念

表示钦佩，但是绝不能忽视这些起到作用的方法本质上正是争斗之

术，而这些战术本身就优先适用于交流非常困难的冲突情境。就像甘

地（Gandhi， 1949：4）所述，“非暴力……并非意味着软弱地屈从



于恶人的意志，而是意味着用个体全部的精神来反抗暴君的意志。”

实际上，使用非暴力战术需要很大的勇气，这不但因为当权者可能会

使用暴力镇压或进行其他严重的处罚，而且也因为抗议者在面对来自

对手的暴力行径时，还必须保持非暴力状态。

就像突击行动和恐怖主义一样，非暴力反抗要起作用，也须借助

骚扰或削弱对手，以及继续招募愿为他们的事业而献身的支持者这些

方式。非暴力反抗还有一个不同于突击行动和恐怖主义的优点，即这

套战术往往会赢得对反抗者事业的外部同情。因此，甘地的非暴力立

场使其扬名世界（其中还包括英国社会的一部分！）。当甘地开始绝

食之际，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并且纷纷对英国施加压力，要求英国

做出甘地所希望的让步，以免甘地死亡。如果当权者使用暴力来镇压

非暴力抗议者的话，那么外部同情的力量可能会非常强大，因为当权

者的反应与挑战本身相比显得过于悬殊。比如在1960年夏普斯维尔

（Sharpsville）大屠杀期间，南非的白人警察杀死了67名非暴力的非

洲抗议者。这一事件导致南非政府遭到了全世界公共舆论的谴责，并

最终导致南非遭到世界范围的经济制裁，并进而导致时任政府在1993

年为一个公选出来的黑人掌控的政府所替代。

我们最好是将非暴力反抗看成是一组而非完全统一的战术。夏普

（Sharp，1970：32）曾经将非暴力行径分成三种类别：非暴力抗议，

其中包括“游行……设置工人纠察队……‘长期不断地骚扰’官

员……发放抗议资料，”以及“让大家了解异议的存在”和异议人士

持有的观点；非暴力不合作，诸如“经济抵制……罢工……不合作主

义（civil disobedience），以及哗变”，这些“都向对手显示出，

社会系统的正常效率和正常运作已经难以维系”；以及非暴力干预，

包括“静坐示威、绝食、非暴力障碍物、非暴力入侵以及建立平行政

府（parallel government），”积极地侵扰对手。



在本章提到的术语中，夏普指出的第二种和第三种非暴力行径是

强制性任务的形式。因此，经济抵制、罢工、静坐示威以及绝食的目

的都是向对方表达一种不可撤销的任务，以实现一方提出的一系列要

求，它们还是一种以不同方式向对方（权势较强的一方）实施惩罚的

非暴力行动方案。如果这项强制任务能有效地传递给另一方，就会将

事件的责任明确地转移到另一方肩上，也就是说，把球踢给了另一

方。比如，甘地在宣布自己打算通过绝食行动来抗议英国在印度的政

策之前，就正式通知了英国，宣布英国决定危机后果的唯一责任方。

任何事情都不会让甘地改变立场，除非英国满足他的愿望，决定的责

任就完全在英国方面，要么同意甘地的要求，要么让甘地饿死。甘地

是在冒险，但是在印度几乎所有非暴力行径的尝试场合中，这套战术

都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不管战术实施者是甘地个人还是大批民众。

使用非暴力反抗战术的冲突方之所以会取得成功，并非是因为他

们拥有更多的资源，而是因为他们能用那些对另一方而言，不但代价

高昂而且看上去不可逆转的方法，这一点与强制任务非常类似。甘地

用来迫使英国改变其印度政策的力量，并非是他上好的身体条件资

源，而反倒是其极度的虚弱。甘地凭借虚弱的身体来承担这样的绝食

任务，并不能持续很长时间，这对于迫使强大的英国做出让步而言，

是一个强有力的筹码。因此，如果强制性任务具有很高的可信度，那

么弱小也能因此而成为力量的源泉。

总结和结论

本章我们试着概述了几种更重要的且容易引起争议的战术。冲突

一方运用这些战术的目的是为了在冲突中获得胜利，其中大部分战术

——诸如逢迎讨好、承诺、辩论说服、羞辱、针锋相对、威胁、强制

性任务和暴力——都是按照由轻到重的顺序呈现给读者的，从不易引

起争议到极易引起争议。这一由轻到重的序列往往视为冲突发展（尽



管并非在每项冲突中都能找到我们所列出的所有战术）的过程，反映

了冲突升级的共同趋势。我们最后提到的非暴力反抗战术，并非由轻

到重的序列，该战术放在本章最后是为了与暴力战术做对比。

在以上这些阐述中，有几个要点需要在此总结一下。逢迎讨好战

术能以谄媚、观点从众、或是积极进行自我展示这些形式出现。如果

另一方认为并不存在刻意操纵，逢迎战术就能成为一种有力的工具。

在我们的社会中，人们很少讨论羞辱战术，然而在全世界羞辱战术却

是一种普遍而有力的方法。羞辱战术的最大危险就是，它会导致另一

方远离群体，因而削弱该群体将来对另一方施加的影响。针对这一问

题的解决方式就是重新整合的羞辱，即将这一战术与重新表态确认另

一方与该群体存在的社会纽带联合起来使用。

针锋相对战术——另一方合作时给予奖励，不合作时予以惩罚

——可能在所有争斗之术中应用最广。这一战术的主要缺陷就是，它

会引致冲突螺旋上升——一种行动反应的恶性循环——从而使得另一

方无法清晰地懂得，自己可以与冲突一方进行交易。要想缓解这一问

题，可以让冲突一方在实施惩罚之前，给另一方一个宽限期，也可以

让冲突一方用言语来诠释针锋相对战术的实施过程，或者还可以在冲

突螺旋上升期间，偶尔转而和另一方进行合作，希望另一方对这一偶

发的合作行为予以回报。

承诺、威胁以及强制性任务都必须具有可信度，然后才能产生效

力。这意味着，另一方必须认为冲突一方拥有实施其曾经提及的行动

的能力，并且有实施这些行为的意愿，此外，冲突一方还要能对另一

方的行为有足够的监控，从而分辨另一方到底是否遵从。冲突一方的

意图可信度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冲突一方必须证明，如果另一方

遵从，就会得到所承诺的奖励，或者不会受到伤害，而另一方面，冲

突一方也必须证明，如果另一方并未遵从，就不会得到所承诺的奖



励，或者会受到伤害。很多当事人只是利用了双刃剑的一面，他们只

是强调说，如果另一方遵从会发生什么，或者如果另一方不遵从会发

生什么。正因为如此，他们未能成功地影响自己的目标对象。

暴力——伤害他人身体或破坏他人所珍视事物的行为——的产生

既可以是情感性的，也可以是工具性的（策略性的）。而暴力的使用

往往反映了两种暴力源共同作用的结果。工具性暴力往往与逢迎讨

好、威胁或者是强制性任务这些战术相伴。恐怖主义者的暴力是一种

弱势群体选用的战术，旨在逐步削弱那些强势群体的力量和决心，他

们视为这些强势群体控制或打压他们。

就像恐怖主义一样，非暴力反抗也是一种弱者为了求得改变，对

强者施加压力的工具。但与恐怖主义不同的是，这项战术并不会导致

冲突失控升级，因而鲜有不良后果。大部分非暴力运动都是以强制性

任务的形式出现，比如，甘地的绝食到死，或是在政府大楼前的静坐

示威。非暴力反抗这种武器具有恐怖主义所没有的两大长处，这些长

处都源于反抗者所采用的战术与对方的反应之间存在的悬殊：一方

面，反抗者采用的战术是温和的（虽然是长期的），而另一方面，这

些战术却往往会招致对方重度的且带有惩戒性的回应。第一个长处

是，这种力量上的悬殊能唤起第三方对抗议者的同情，并会因此会对

目标对象施加外部压力。第二个长处是，这种悬殊能给目标群体的某

些成员带来负罪感，这种感觉可能会加速目标群体改变政策。

本章全篇我们都将冲突一方描绘为那些容易引起争议的行动的发

起者，而将另一方描绘为这些行动的接受者和回应者。这样一种描绘

有时是正确的，但却往往会造成歪曲。敌对双方的交流往往更像在跳

小步舞曲，期间双方的步伐需要非常准确地匹配在一起，各自对另一

方某个部位的动作做出回应。双方轮流采取行动发起人和行动接受者

的立场，而冲突升级既是冲突中的一方全盘掌握了一系列战术主动权



的产物，也几乎可以（或更严重地）说是一种恶性循环的产物。在接

下来的四章中，我们将仔细对这两种方式进行探讨。这些章节将涉及

冲突升级产生的条件及过程，以及是何种条件和过程使得众多已经升

级的冲突得以持续下去。

[1] 该故事选自杰弗瑞·鲁宾和卡罗·鲁宾1989年撰写的《家庭之战》（When Families Fight）。

　　

[2] 对戴维营谈判的斡旋所进行的分析（尤其是强调找到识别潜在利益点的价值，可作为达成协定的

手段）选自费希尔、尤里和巴顿撰写的《谈判力》（Getting to Yes）一书（Fisher， Ury & Patton，

1981）。

　　

[3] 若干年前，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罗杰·费舍尔（Roger Fisher）曾发表讲话，标题为《与俄罗斯

人谈判和与自己的配偶谈判：有何不同？》他的回答是，“ （差别）并不如你想象的那么大。”我们的回

答也是这样。

　　

[4] 某些专家（如Hopmann，1996）使用 “利益冲突”这一术语，而不是“利益分歧。”

　　

[5] 多方联合的问题解决策略是指各方共同努力，以寻求一种相互都可以接受的冲突解决方案；而单

方独自的问题解决策略是指双方中的一方（或双方）都在寻求各自所能接受的冲突解决方案。多方联合的

问题解决策略几乎总是一开始就公开表明利益的差别，并且因此造成了各方期望值的碰撞。这就意味着，

冲突成为一种公然的对抗形式，即使其形式较为温和。

　　

[6] 将冲突定义为感知到的而不是真实的利益分歧，使得我们偏离了社会科学的惯常做法。不过，我

们相信，这样的偏离也有其价值，因为感知到的利益分歧更能预测人们将来的实际行为。这是因为知觉通

常会对人们的行为产生即时直接的影响（也即冲突情境下的策略选择），相比之下，现实的影响力不但来

得缓慢，而且不太确定。我们承认，按照知觉来对冲突进行定义会造成一种可能性，即一方相信存在利益

冲突，而另一方却不这么认为。这种情况下，虽然双方都可能按照自己的知觉来采取行动，但是显然必定

有一方是错误的。

　　



[7] 据普遍推断，王安电脑公司在其创始人辞世之后衰败的原因之一就与它的组织文化有关，该文化

强调内部和谐、避免对抗。由于担心发生冲突，经理们不愿自己做出困难的决策，面对那些与他们有不同

意见的人们，他们等待着另一位王安先生来进行干预。结果，公司难以做出调整，以应对王安先生的逝世

和瞬息万变的市场。

　　

[8] 陷入敌对婚姻的父母如何保护儿童，使之不受婚姻冲突的不利影响，请参看戈特曼（Gottman，

2001）的建议。

　　

[9] 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 1995）在《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一书中，提出了一些

巧妙的应对策略。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贝鲁特，人们运用这些策略以应对几乎每天都会发生的轰炸、绑

架和谋杀。使用最为广泛的一种策略就是选择性注意，也就是说，人们只将注意力放在那些自身能掌控的

事件中，而将那些自身无法掌控的事情排除在注意力之外。这样的策略给了当地人一种能控制自己命运的

感觉，虽然这听上去有些荒谬，但是这的确阻止了他们沉溺于无助的感觉之中。一位居民对这种策略进行

了很好的诠释：“我在去打网球的路上，一架以色列F-15战斗机突然从我头顶飞过。对于这件事情我能做

些什么呢？什么也不能做。他会向我投掷炸弹吗？我不这么认为。因此我继续往前走，去打网球（p.

38）。”

　　

[10] 如果想更详细地了解创伤后应激障碍，请看美国精神病学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2000）的有关介绍。如果想了解与心灵创伤主题有关的综述，请看沙莱夫等人的文章

（Shalev et al.， 2000）。

　　

[11] 该图形和以下其他图形都和托马斯（Thomas， 1976）所用的图形有共同的要素。

　　

[12] 我们将在第9章单向调解行动部分详尽地讨论萨达特的耶路撒冷之旅（见第223~225页）。

　　

[13] 虽然图2.1和图2.2能使我们直观地了解冲突的含义，但是由于两者将效用（即某一个体的利益水

平）视为单向维度，因而具有严重的局限性。实际上，大部分情境下人类的需要是多维度的。比如，人们

既需要食物也需要宽敞的住房，并非如简单的效用概念所示，人们愿意为了更多地满足某种需要而放弃其

他需要。正如图2.1和2.2中所示，人们的愿望水平并不是单一的，而可能是多种，每种愿望都一一对应着

卷入争议中的某种需要。因此，要进行更加复杂全面的分析，就应该绘制多维图形。



　　

[14] 实际上，即使那些具有零和性的问题，也常常能转变为非零和性的等价问题。至于通过何种方式

来转变，我们将在第9章到第11章中进行具体介绍。

　　

[15] 本书的作者之一金盛熙，在成长过程中听到的一个故事也许能说明这一点。这个故事讲的是“天

堂”和“地狱”的根本差别。故事伊始，两个地方并不存在明显区别。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到了吃饭时

间，在看上去一模一样的天堂和地狱的食堂里，都供应着相同种类和数量的食物，盛放食物的器皿也没有

任何差别。食堂的长条桌上放着很多又大又圆的薄饼，每名用餐者都有一双非常长的筷子（或者一把非常

长的叉子）。所有人都必须遵守两条规则：第一，必须用筷子夹薄饼；第二、如果薄饼掉在了地上，任何

人都不能捡起来再吃掉。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天堂中的人们总是显得饱食而安逸，而地狱中的人们则看

上去似乎总是饥肠辘辘和烦躁不安。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在地狱中，人们不太友善或者不太信任。

因此，他们蜂拥而上地争抢薄饼，因为他们认为别人拥有更多的薄饼就意味着自己得到的薄饼更少。然而

由于不能灵便地使用长筷子，薄饼常常掉在地上。按照规则，所有的进餐者都不能再吃掉到地上的薄饼。

由于很多薄饼掉在了地上，最后桌上剩下的薄饼寥寥无几。为了抢夺那所剩不多的食物，人们频繁地争吵

和打斗，而这只会导致更多的薄饼掉落在地。相比之下，天堂的居住者们用筷子夹起一张张薄饼，然后将

饼喂到坐在桌子对面的那个人嘴里。虽然筷子的长度对自己吃到薄饼有些妨碍，但是却能将薄饼喂到那些

同住在天堂里的其他人嘴里。一句话，在地狱中，占优势地位的是零和思维，而在天堂中，占优势地位的

是双赢思维。

　　

[16] 平等理论（Adams， 1965；Walster et al.， 1978）主张，如果那些功劳（更专业的名称是

贡献）基本与我们相似的人所获得的结果要好于我们，或者那些看上去功劳要比我们少的人所获得的结果

与我们相同，那么不公平的比较就非常有可能发生。

　　

[17] 关于信任和猜疑的问题，我们将在第3章和第6章进一步探讨。

　　

[18] 1950年，就职于兰德公司的梅里尔·弗勒德（Merrill Flood）和梅尔文·德雷希尔（Melvin

Dresher）拟定出困境理论，后来由顾问艾伯特·塔克（Albert Tucker）以囚徒方式阐述，并命名为“囚

徒困境”。囚徒们虽然彼此合作，坚不吐实，可为全体带来最佳利益（无罪开释），但在资讯不明的情况

下，因为出卖同伙可为自己带来利益（缩短刑期），也因为同伙出卖自己可为他带来利益，因此彼此出卖

虽违反最佳共同利益，反而是囚徒最大的利益所在。——编者注

　　



[19] 我们以鲁宾等人（Rubin et al.， 1994）的研究报告为例来解释“民族中心主义”。鲁宾每天

早上6点钟都要去基督教青年协会的游泳池游泳。他发现那些刚巧也常常在这一时刻去泳池游泳的人士，能

迅速地结交为朋友。实际上，这些人的“群体性（groupness）”感觉往往非常强烈，以至于常常对泳池的

新来者采取敌视或者轻蔑的态度，唯一的原因就是后来者是新面孔。这些后来者，不得不付出努力来求得

群体的青睐。

　　

[20] 我们必须将群体认同与群体认同需要区分开来。群体认同指的是某一群体的成员对该群体的平均

认同程度（成员们将该群体看成是他们自我形象的中心），而群体认同需要则包括成员对群体生存及其独

特文化的关注、使用该群体独有的“语言、历史、服饰、教育、仪式和领土”等文化载体的心愿

（Leatherman et al.， 1999）、以及获得其他群体的认可和尊重的需要。群体认同需要的受挫往往会导

致群际冲突（Stein， 1996）。双方的群体认同感越强，这类冲突就可能会变得越激烈。

　　

[21] 群体极化效应的研究表明，具有类似想法的群体成员之间的沟通往往会强化诸如态度、判断及行

动计划等心理状态（Isenberg， 1986）。这是因为：（1）如果群体成员了解到，自己所偏好的方向又获

得了新论据的支持，就会更加坚定自己的方向；而且（2）很多人获悉，其他成员在自己所偏好的方向上比

自己更极端。希望加入观点相同的成员前锋队，或者对自己的信念更加有勇气，成员因而会变得更加坚持

自己的方向。

　　

[22] 伊斯兰极端分子不但在信仰上非常正统，而且在政治上非常好战，而普通伊斯兰教徒则没有这些

特征。从道德的角度上来说，本·拉登是无法与曼德拉和华盛顿相提并论的，但是就其在群体内所扮演的

角色而言，他们都同等重要。

　　

[23] 回避策略倾向于维持现状，因而不能算是一种纯粹的策略。站在对现状进行挑战的冲突一方的角

度来看，这一策略类似于让步策略。而从现状对之有利的冲突另一方来看，这一策略则类似于对抗策略。

比如，假定我正在试图说服你借给我一本书。如果我变得不作为或者进行撤退的话，那么这就通常意味着

我已经放弃，也就是说，我让步了。而如果你变得不作为或者进行撤退的话，就意味着你拒绝借给我书，

这就类似于那种容易引起争议的战术。因此，与那些反对现状的人相比，既得利益者会更普遍地采用回避

策略，这一点并不令人感到惊讶（Peirce et al.， 1993）。

　　

[24] 此类研究的详情讨论，请参见Pruitt（1981）， Pruitt & Carnevale（1993）以及Rubin &

Brown （1975）的研究。



　　

[25] 理论上冲突一方有可能对另一方所获结果，甚至己方所获结果的关注存在负值。这一点虽未展现

在图3.1之中，但是我们可以将图中的两个坐标轴分别向下和向左延伸，就可以说明负值的存在。本章会稍

微探讨负面关注的一些观点，在第5章和第8章讨论冲突升级问题时会进一步探讨。针对冲突一方和另一方

结果负面关注的讨论，请看麦克林托克（McClintock， 1988）的研究。

　　

[26] 凯利等人全面而详细地讨论了冲突方对让步策略的排斥（Kelley et al.， 1967）。

　　

[27] 有时候，双重关注模型会以坐标轴旋转90度的方式出现。其中“整合”轴从回避策略区穿越到问

题解决策略区，而另一条“发散”轴则从让步策略区穿越到争斗策略区。正如范·德·福利尔特（Van de

Vliert， 1997）所指出的，这种词语的使用有助于描述现象，但是不能解释为何人们会选择一种策略而不

是其他的策略，图3.1双重关注模型中的双重关注模型也存在同样的 问题。

　　

[28] 请参见Pruitt & Carnevale， 1993：106。

　　

[29] 比如，劳资纠纷中工人要求每小时工资涨到16美元，而管理方却坚持每小时12美元，这时候就可

以采用“各让一步”的选择，也就是说，最终达成一项每小时14美元的协定。如果工人们把这一结果看成

是自己损失2美元（因为14美元要比他们原来的要求少2美元），那么他们运用了消极思维框架。相比之

下，如果他们将这一结果看成是自己多获得2美元（因为14美元要比管理方提出的多2美元），那么他们运

用了积极思维框架。

　　

[30] 据说，诸如此类的情况涉及了“假内聚力（false cohesiveness）” （Longley & Pruitt，

1980）。

　　

[31] 矛盾的是，某些负面情绪，比如负罪感也会增强个体的帮助行为（Carlson & Miller， 1987；

Cialdini & Kenrick， 1976）。对这种现象的一种解释是，帮助人的行为是工具性的，旨在使助人者走

出不良情绪（Carson & Miller， 1987）。



　　

[32] 罗斯博特（Rusbult）和她的同事（Drigotas & Rusbult， 1992；Rusbult et al.，

1991）将这种建立或维系关系的愿望称作“承诺（commitment）”，并且指出，这在处理婚姻冲突时至关

重要。

　　

[33] 更低的愿望能使得问题解决策略看上去更为可行，这一点可能会令读者感到惊讶，因为从表面看

来，这一点和我们先前提到过的有些不一致，即低自我关注（造成愿望较低）减少了问题解决策略的可行

性。不过，这两点却并不矛盾。我们正在讨论的是两种对抗性力量，当自我关注度下降的时候，这两种力

量同时被激发出来，一种力量使得问题解决策略看上去更加可行，而另一种力量（允许使用让步策略）则

使得问题解决策略看上去不太必要。

　　

[34] 为了抵消掉形象损失，冲突一方必须在安抚的同时表现其坚定的立场。

　　

[35] 这就是费歇等（Fisher et al.， 1991）所描述的BATNA（谈判协定之最佳选择）的概念。如

果另一方拥有一种强烈的BATNA，对抗策略就会令另一方采纳这一最佳选择。

　　

[36] 某些时候，冲突一方提早让步无论对自己还是另一方都可能付出昂贵的代价。其中一个原因就

是，如果一方过早地做出了让步，那么就有可能会造成双方在有机会寻求双赢的解决方案（或者说整合式

解决方案）之前，就将问题在不成熟的状态下解决掉。还有一个原因是，冲突一方过早地让步，可能会使

得另一方变得更好争议，以至于无法找到整合式解决方案，或者无法达成协定（Pruitt & Carnevale，

1993）。

　　

[37] 请注意，不公正感和愤怒感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双向的，也就是说，不公正感能引发愤怒感，而愤

怒感也会造成不公正感。请参见米勒（Miller， 2001）对这一问题所进行的全面讨论。

　　

[38] 在一些案例中，自我责备可能会唤起羞耻感而不是内疚感，并且会造成冲突一方采用回避策略。

按照拉扎勒斯（Lazarus， 1991：244）的说法，人们在感到内疚的时候，可能会对那些已经造成的伤害



进行弥补（比如做出让步）。然而，当感到羞耻的时候，人们则可能会“对自身的失败进行隐匿或回避，

不让任何人（尤其是那些对他们而言非常重要的人）看到这些失败。”这就是回避策略。

　　

[39] 平克利（Pinkley， 1990）和盖尔芬德（Gelfand et al.， 2001）用“妥协”这一术语来表

述双赢角度，而用“获胜”来表述输赢角度。

　　

[40] 第三个可能的原因是冲突双方责备双方之外的人或事。比如，彼得可能会将冲突的发生归咎于所

在公司的度假政策不够宽松，如果公司能给雇员们一个更长时间的带薪休假期，那么彼得和玛丽就既能去

山间度假，也可以去海滨度假了。我们有理由假设，在这种观念支配下，冲突双方都有共同的敌人，就会

倾向于采取问题解决的行为。虽然这种假设并未得到证实，但并不妨碍它的合理性。

　　

[41] 要想了解文化对冲突过程的广泛影响，请参看阿夫鲁赫（Avruch， 1998）、科恩（Cohen，

1991）、以及福尔和鲁宾（Faure & Rubin， 1993）所做的研究。

　　

[42] 研究表明，与集体主义者相比，个人主义者更可能与对方达成整合式的解决方案，这是因为，个

人主义者倾向于采取积极主动的、开放式的问题解决方式。比如，廷斯利和布雷特（Tinsley & Brett，

2001）发现，与中国人相比，美国人不但能解决更多的问题，而且能找到更多的整合式解决方案。然而，

针对文化差异所作的研究并没有完全一致的结果。乔斯沃德及其同事（Tjosvold et al.， 2000，

2001）研究发现，当集体主义者们认为他们公开讨论和提出要求不会危及群体和谐时，他们有能力并且也

愿意选用积极主动的、开放的以及共同参与的问题解决策略，并且也能找到整合式的解决方案。正如廷斯

利和皮路特拉（Tinsley & Pillutla， 1998）所指出的，这些研究结果的不一致说明，我们有必要就这

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并对已有的研究进行元分析。

　　

[43] 我们将在第10章详细讨论隐蔽的问题解决方式。

　　

[44] 对于韩国人来说，一种至关重要的社会技能就是“nunchi’I”，翻译过来大概意思是“目

测”。这是一种默默地察觉和辨明他人想法和情绪的能力，而在处理冲突时，这种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为人

们所倚重。斯蒂尔斯（Steers， 1999：209）指出，“如果一名现代（Hyundai）公司的雇员去向上司请

求帮助，但是上司没有能力，或者愿批准的话，那么就可能会用‘nunchi’I’的方式来告诉下属这一负面



信息。与上司正式并且公开地驳回下属的请求相比，这种方式可以避免双方陷入尴尬境地。”不懂得

“nunchi’I”方法的韩国人注定是社会的失败者。

　　

[45] 一名能说一口流利英文的韩国记者这样说道，“韩语并不是一门能很好地用于辩论的语言，因为

其中含有太多的隐性意义。韩语太容易被人误读。英语是一门清楚明确，而且富有逻辑性的语言，也非常

适合用于辩论。当我和妻子发生争执的时候，我们用的是英语”（Breen， 1998：35）。

　　

[46] 《 喜福会》是美国著名华裔女作家谭恩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她的成名作，甫一出版即大

获成功，当年曾经连续八个月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成为1989年美国四大畅销书之一，多次获奖并拍

成电影。——编者注

　　

[47] 然而有趣的是，美国人错误地认为他们能比希腊人更了解对手的利益。

　　

[48] 从第5章到第8章，我们将更加详细地讨论逐步升级的序列问题。

　　

[49] 虽然我们认为这里考察的争斗之术更加有趣和重要，然而还存在很多其他的争斗之术。这些战术

包括骚扰战术（gamesmanship）（Potter，1948），负疚经历（Rubin et al.，1994），既成事实

（Falbo，1977；Falbo & Peplau， 1980），愤怒声明（Averill， 1982）（艾夫里尔曾经指出，愤怒

声明带来的结果多为帮助行为，而非对关系的伤害）以及更多的间接手段，比如暗示（Falbo & Peplau，

1980）。

　　

[50] 要想更完整地了解逢迎讨好战术，请参看戈登（Gordon， 1996）、琼斯（Jones）以及施腾格

尔（Stengel， 2000）的研究。要想了解组织背景下，雇员如何运用逢迎讨好战术，请参看伊斯曼

（Eastman， 1994）、库克等（Harrell-Cook et al.， 1999）、冯科（Vonk， 1998， 1999）以及沃

特曼和林森迈尔（Wortman & Linsenmeier， 1977）的研究。

　　



[51] 我们可以通过电影《十二怒汉》这一极好的例子，看到劝说的力量。在这部电影中，陪审团需要

判定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子是否有罪，这个孩子被控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在这个陪审团中，除了一个态度温

和的人（亨利·方达扮演）之外，所有其他人都认为这个男孩子铁定有罪。然而，亨利·方达逐步对这些

人进行了劝说，最终改变了对这名男孩的草率判决。

　　

[52] 例如柴金等人（Chaiken et al.， 2000）的研究。

　　

[53] 一名被宣判犯有福利诈骗罪的妇女，想要的是在监狱里服刑，而不是戴上这样一个标志：“我从

穷人那里偷了食物”（Etzioni， 2001）。

　　

[54] A即英文adultery的首字母，意为“通奸”。——编者注

　　

[55] 有时候，术语“威胁”还有另一种含义，即难以控制或者是不能控制的当头之灾，比如疾病或者

是核战的威胁（Milburn & Watman，1981）。我们称这种危险为非条件性（noncontingent）威胁，这种

威胁截然不同于我们在本小节中讨论的条件性（contingent）威胁，后者指的是，冲突一方能控制另一方

是否会遭受伤害。

　　

[56] 在海尔曼（Heilman， 1974）的一项研究中，那些遭到威胁的参与者感觉自己就像孩子一样被

人管教。大部分成年人都非常反感此种行为。

　　

[57] 要想了解组织环境中威胁所带来的负面效果的实证研究，请参看弗里德曼（Freedman， 1981）

的研究。

　　

[58] 这可能有助于解释凯利（Kelley， 1996）的实验结果，在谈判后期谈判者往往会承诺不再进一

步向对方退让，尤其是那些有经验的谈判者。

　　



[59] 要了解恐怖主义的信息，请看拉克（Laquer，1999）；利夫顿（Lifton，1999）；鲁本斯坦

（Rubenstein，1987）以及怀特（White， 1998）的研究。

　　

[60] 有关非暴力反抗战术的讨论，请看阿克曼和科鲁格勒（Ackerman & Kruegler， 1994）；埃里

克森（Erikson， 1969）；金（King， 1963）；以及斯蒂格和林德（Steger & Lind， 1999）的研

究。



第二编 冲突升级

第5章 冲突升级及其发展

一提到冲突升级，最先浮现在我们脑海中的往往是那些国际关系

案例。因此，我们将以这个领域中的一个例子，即冷战的发展，作为

本章的开篇案例。然而，升级并不仅限于国际关系领域，社会各个层

面的冲突都可能会升级。因此，我们也会分析其他领域的案例。

冷战的发展

冷战指的是从1945年开始并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和苏联

之间发生的巨大政治冲突。在那段时间里，这一残酷且令人恐怖的冲

突，成为国际社会中最为显见的特色，影响着全球千千万万人们的生

活。冷战从未导致超级大国之间的全面战争，即便在古巴导弹危机时

期战争几近爆发（将在第9章详加描述）。然而，这段时期大部分的战

争都是冷战发展的产物，包括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以及苏联在阿富汗

的军事行动。时至今日，苏联已经不复存在，世界上这些地区之间的

对抗也已经基本停止，然而，冷战的遗留问题却一直存在于我们的诸

多机构和文献之中。下面我们讲述一下冷战的发展故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和苏联是同盟国家。虽然二战在1945年

结束，但是双方仍旧有望继续合作。然而经过战争洗礼的苏维埃却对

西方国家产生了深深的疑虑。于是，他们企图控制那些与之毗邻的国

家，这加大了东西方合作的难度。苏联不但在东欧建立了共产主义同

盟，还支持希腊的红色游击队，并对土耳其施加政治压力。1947年，



美国以三种方式反击了苏联的这些行动：对希腊和土耳其给予军事援

助；启动马歇尔计划，计划重振西欧经济和削弱西欧国家内部的共产

党力量；先与英国联合，再与法国联合，开始了统一西德和重建其经

济的漫长过程，以便构筑一个防止苏联扩张的远方堡垒。

在之前的三十年中，苏联曾两次与德国交战，因此，美国在德国

的上述行动被苏联视为严重的警示。苏联先以抗议的形式做出了反

应，之后在1948年，苏联尝试偶尔中断柏林和西德之间的往来。当时

的柏林虽然是在联合统治下，但却是苏联人包围控制下的一块飞地。

最后，在西方国家统一了西德货币之后，苏联人宣称，他们正在修复

通往柏林的道路，开始对柏林实施了全面的封锁。美国及其盟友们对

此做出了回应，成功地启动了柏林和西德之间的空运线。他们还开始

进行磋商，组成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简称北约）。北约是一个由美国和大部分西欧国家组

成的军事联盟组织。后来局势的发展最终引致了西德重整军备，而苏

联将这一行动视为严重的警示。

冷战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但是我们不再继续讲述了，

因为到此为止，读者可以看到冲突升级的生动案例。

升级中发生的转型

升级（escalation）一词有两种相互关联的含义。升级可以指冲

突一方正在使用比先前更为严重的战术——给另一方施加更大的压

力。升级还可以指冲突的强度在整体上有所增加。由于冲突一方的升

级往往会导致另一方的升级，因而导致整个冲突的激化，因而这两种

含义具有关联性。本书所使用的冲突一词会兼顾这两种含义，不过主

要关注后一种含义。



冲突在升级的过程中，都经历了特定的增长转型。虽然这些转型

分别发生在冲突各方的身上，但却在整体上影响了冲突，因为转型通

常通过另一方映射出来。作为这些转型的结果，冲突得到了强化，而

这种强化有时极难撤销。本章和下一章的目的是要了解这些转型的本

质及其发生的过程。

冲突在升级过程中，通常至少会发生五种类型的转型。虽然这些

转型可能不会在某一个单独的冲突中全部出现，但都非常常见。这五

种转型如下：

1. 轻→重。正如第4章所示，在一项容易引起争议的交流中，冲

突一方通常一开始会采用那些影响力较小的战术：采取逢迎讨好姿态

或是进行辩论说服。很多情形下随着冲突的发展，这些温和的战术会

被诸如威胁、强制性任务等较为严重的战术所取代，甚至最后可能会

突然爆发暴力。1948年发生的一系列国际事件都可以视为此种转型的

例证：苏联从抗议到中断与对方的沟通，最终封锁了柏林。而美国及

其盟友也果断地从加强一个新同盟，发展组建一个完整的军事同盟。

2. 小→大。随着冲突的升级，问题往往有迅速扩散的倾向

（McEwen & Milburn，1993）。冲突双方也存在这样一种倾向，即越

来越陷入到斗争之中，并且为求获胜，不断追加资源的投入。这两种

倾向都可以在冷战危急中看到。从苏联一方来看，对西方世界初始的

普遍怀疑迅速演变为大量具体的抱怨：旨在削弱共产党力量的项目、

重建西德、发行独立通行的西德货币并最终形成一个敌对的军事联

盟。从美国方面来看，新问题随处可见：捷克斯洛伐克共产主义政权

的建立、支持希腊的游击队以及封锁柏林。双方不但迅速增加了对冲

突的资源投入，而且冲突在双方都发展成全国关注的事件。

3. 具体→普遍。在升级的冲突中具体问题往往会给普遍问题让路

（Coleman，1957），而且双方之间的整体关系也会恶化。纵观一个令



人痛苦的冲突升级过程，小型且具体的担心往往会被那些大型且包罗

万象的立场所取代，而且最终发展成普遍无法容忍对方。

在冷战的发展历程中，这些改变在美国是非常明显的。美国对自

己在1945年及1946年看到的那些具体摩擦的担心，迅速转变为对苏联

和共产主义整体上的普遍谴责。苏联被美国人视为希特勒德国的新化

身，一个完全不值得信赖的，而且一心一意想要侵占全世界的“邪恶

帝国”。这种看法导致美国做出很多过火的行为，诸如麦卡锡主义的

盛行、多年来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参与越南战争。美苏之间

的关系恶化得如此厉害，以至于有些时候，双方实际上根本没有发生

过任何的沟通。

4. 尽力做好→取得胜利→伤害另一方。在很多冲突的早期，冲突

一方只是着手尽自己的可能做得更好，而未曾考虑另一方的所作所为

是好是坏。这种观点被多伊奇（Deutsch， 1958）描述为 “个人主义

定向（individualistic orientation）”，以关注自我利益为特征，

完全不考虑另一方的命运。然而，随着冲突的升级，冲突一方从只对

“尽力做好”感兴趣转变为注重明显的竞争性目标，而“尽力做好”

则意味着要超过另一方。最终，随着冲突的继续，冲突一方的成本开

始逐步增加，目标再次转变为伤害另一方。此外，如果冲突一方正在

付出代价，那么目标就转变为对对方的伤害要多过自己受到的伤害

（Glasl， 1982）。冲突一方流出的每一滴血，都会让另一方付出更

为可怕的血的代价。这就是在极端状况下的竞争[1]。

随着这些动机发生改变，冲突一方对另一方的情感也发生了变

化。积极性情感很快随着冲突的升级而消退，取而代之的是诸如生气

这种不大强烈的负面情感。当升级继续进行，这些不大强烈的负面情

感就会转变为更为强烈的负面情感，诸如愤怒、敌意以至于最后产生



了强烈的憎恨。类似这样的情感和刚刚描述的目标改变是相互支持

的。

在1945年以后的美苏关系中，这些转型是很明显的。初始时那种

推翻具体政策的愿望完全变为一种广泛的竞争，双方都对另一方有着

强烈的负面情感，并试图在全球的各个角落打败另一方。在美国，这

一竞争的重要性反映在广泛存在的爆炸性的政治观点上，即中国自

1949年革命以来，就走上了“迷失”的道路。在冲突双方很多人认

为，针对这一问题的逻辑性解决方式就是削弱对手的力量，或者对于

少数人而言，甚至是摧毁对方。

5. 很少→许多。面对持续不断的冲突，那些源自少数参与者的愤

怒感的冲突往往开始增强，逐渐演变成集体行为。冷战期间两大军事

联盟——北约组织与其东方的对手华沙公约组织——的发展就是典型

的例子。这种转型可能部分出于冲突一方的战术性考虑。如果另一方

不按照冲突一方所希望的那样做——而且如果冲突一方不能通过威

胁、承诺或其他一些方式来掌控另一方的话——那么冲突一方最大的

兴趣点，就是找到那些愿意与之团结的其他力量。冲突一方不能靠自

己完成的事务，可能会很好地得到协作者额外的支持和力量。这种转

型可能也与先前那些保持中立的第三方思想的改变有关。由于对另一

方加诸冲突一方身上的要求或对另一方已采用的战术感到恐慌，部分

第三方可能会转而支持冲突一方，而其他第三方，同样因担心冲突一

方的要求和战术，转而进入另一方阵营。这样的结果会导致整个世界

的两极分化，我们将在第6章和第8章对此详加探讨。

国内冲突的升级

刚刚描述过的冲突变化并不仅限于国际舞台。实际上，这些变化

也往往发生在国内情境中。我们来看一对年轻夫妻，以下是妻子对事



件的陈述（Peterson，1983：360）：

我们正开车去看望我的父母。为了准备这次旅行，我们投入了很

多时间和精力，两人都疲惫不堪。当时我正在开车，而保罗则在旅行

车的后座上读书。我们要上高速了，于是我让他挪到另一边去，因为

我要回头看，而他却挡住了我的视线。他让我看两侧的后视镜，或是

转过身子来看。我不习惯用后视镜，而且觉得自己不应该改变驾驶习

惯，因为他只要稍微动一下，我就能看见了。过了一会儿，我说：

“你能动一下吗？”……他只是坐在那里盯着我。我又问了两遍，最

后他开始发脾气了，告诉我停车，由他来开车。然后他告诉我，他会

向我展示，如何既不用看镜子，也不用向后看，就能上高速。保罗继

续说出一些更加伤人的话语。

数分钟后，妻子指出丈夫反应过度，丈夫道了歉，这次冲突算是

结束了。因而，这次冲突不但短暂，而且一点也不严重。然而，我们

先前提及的三种冲突转型在这次冲突中都有所体现。冲突表现为由轻

变重，丈夫先是盯着妻子，然后开始表现出愤怒，最终变得出言不

逊。冲突表现为由小变大，妻子一再重申她的要求，直至丈夫忍无可

忍，而双方都将注意力放在争吵上。冲突也表现为由尽力做好转变为

伤害另一方，开始丈夫只是拒绝挪一下身子，到最后却做出种种伤害

妻子的行为。妻子并未告诉我们，丈夫的“伤人”言论到底是什么，

但只要这些言论是对妻子开车技术的普遍的指责，就意味着冲突已从

具体形态转变为普遍形态[2]。

升级模型

要理解冲突升级，我们必须知道，随着冲突的加剧，在冲突一方

和另一方各自内部以及双方之间发生了怎样的过程。广义的升级模型

[3]有三种（Pruitt & Gahagan， 1974）：争斗者-防御者模型，冲突



螺旋模型，以及结构变化模型。这些模型针对冲突升级的发生提出了

三种不同的解释。这三种模型都有价值，都能准确地描述某些冲突中

升级的发展，我们不能厚此薄彼。本章我们要讨论争斗者-防御者模型

和冲突螺旋模型，而在第6章讨论结构变化模型，该种模型还能应对日

益恶化的关系。

争斗者-防御者模型[4]

争斗者-防御者模型（contender-defender model）将冲突一方

（争斗者）和另一方（防御者）区分开来。冲突一方带有改变现状的

目标，因而将其放在与另一方相冲突的位置上。冲突一方的目标可能

是从另一方那里得到某种东西；牺牲另一方为代价来改变现实；或者

停止另一方的烦扰行为。通常而言，冲突一方在开始时，往往采用那

些比较温和、略带争议的战术，因为这样做风险最小。然而如果这样

做起不到作用，冲突一方就会转而使用那些更加严重的战术，战术不

断升级，直到另一方做出让步或者冲突不断升级的成本超出了所追求

目标的价值。在这样一个冲突进程中，另一方可能表现得被动，或者

可能会对冲突一方的升级行为作出同样的升级反应，但如果另一方升

级的话，那么这样做的原因绝对是防御性的，与冲突一方不同。

很多过去的征服之战就涉及此类冲突升级，包括科尔特斯

（Cortez）和毕沙罗（Pisarroe）（争斗者）为了窃取黄金，打败阿

兹特克（Aztecs）和印加（Incas）（防御者）的战争，以及拿破仑与

俄国的战争。这一模型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冷战发展中的一个阶段，即

苏联正式树立了阻止西德统一的目标，这种统一对苏联来说是种严重

的侵犯。苏联（争斗者）一开始使用了温和的抗议战术。这种战术没

有作用时，他们就转向更加严重的战术，即间歇性地切断柏林和西德

之间的联系。但该战术尚未取得成功之时，西方（防御者）发行了统



一的西德货币，苏维埃则使用了非常严重的战术——对柏林全面封锁

[5]。

我们的驾车故事（家庭冲突升级部分）也描述了争斗者—防御者

序列。故事中的丈夫是争斗者。由于对妻子不断坚持的要求感到烦

扰，他从温和的辩论说服，转而进行愤怒的非语言展示，进而发展到

出言羞辱。不过，我们在描述这一事件的特点时，必须加以小心，因

为整个的故事是从妻子口中说出来的，所以故事可能并不全面（请看

下文）。

这一争斗者—防御者模型还与一个实验结果相符和，该实验讲述

的是个体和群体对持续不断的烦扰所做出的反应（Mikolic et al.，

1997）。实验中的冲突另一方（研究助手）不断制造麻烦，就是不给

冲突一方（被试）提供完成任务所需的种种供给。任何时候都允许被

试（争斗者）给另一方打电话，而研究者在对这些电话进行内容分析

时，识别出七项容易引起争议的战术。被试（争斗者）按照标准的升

级序列使用这些战术。他们先是请求获得这些供给，然后依次提出强

求，抱怨另一方的行为，对另一方感到愤怒，威胁另一方，不断骚扰

另一方，最后发展到羞辱另一方。很少有被试按照这一序列走到最后

一步，大部分都止步于中间某个环节。有趣的是，总体而言，群体的

升级要比个体的升级走得远得多。

校园枪击事件　争斗者—防御者模型有助于我们了解近年来一直

困扰美国的校园枪击事件。众多校园枪击事件存在一个共同点，即枪

击者受到过持续不断的烦扰——受到某些同学的嘲笑或欺负。最终，

这些遭到奚落的个体（防御者）诉诸某种致命的暴力形式（这种极端

的冲突升级），来反抗他们的对手，并常常将对手扩大到他们所在学

校的其他同学和老师。虽然任何理由都不能为这类暴力事件开脱，但



如果我们能知道，这类事件往往与报复行为有关，或许有助于我们未

来阻止类似悲剧的发生[6]。

比如，肯塔基州帕迪尤卡市（Paducah）14岁的迈克尔·卡尼尔

（Michael Carneal），因个头不高而遭到其他同学的嘲笑和作弄。

1997年12月1日他冲进学校清晨祷告集会，杀死了三名学生，并伤害了

五名学生。类似地，阿拉斯加州贝瑟尔镇（Bethel）16岁的伊万·拉

姆齐（Evan Ramsey）据说在上学期间因比较瘦削且性格拘谨而受到过

骚扰。他被同学称为“斯科瑞奇（Screech）”，电视节目《救命铃声

（Saved by the Bell）》中一个令人乏味的人物。1997年2月19日他

来到学校里人群密集的地方，开枪射死了一名学生和学校校长，还射

伤了另外两名学生[7]。

这类案例的冲突升级，有别于我们曾经讨论过的案例（如驾驶故

事中那位丈夫的行为）。因为校园枪击事情中冲突的升级并不表现为

愤怒行为的逐渐上升，而是突然表现为一种极端的反应。这些未来的

杀手们可能会避免使用那些较为温和的战术，因为他们发现，这些战

术甚至会带给他们更多的取笑和欺负。相反他们压抑着报仇的愿望，

直到这种愿望在他们的生命中变成为一种颠覆性力量。就在那一刻，

他们有了这样一种感觉，即“我不能再忍耐了！我已经受够了！”

在这类案例中，到底是何种心理力量在起作用？这些未来杀手所

经历的讥讽和欺负，几乎总是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这种公开的羞

辱，无论是在自己还是在其他看来，对于冲突一方的形象都是一种威

胁，同时会唤起巨大的耻辱感。研究表明耻辱感往往会引发复仇的愿

望（Scheff，1994）。詹姆斯·吉利根（James Gilligan， 1996：

110）曾研究过诸多暴力犯罪分子，他断言道：“我尚未看到任何一种

严重的暴力行径，不是源于令双方都感到羞耻和卑贱、不被尊重及遭



人奚落的经历，而且不带有预防或消除这种‘丢脸’的企图——不管

面临多么严重的惩罚，哪怕是死亡。”

另外，这类案例可能存在自我消耗（ego depletion）的因素，即

自控能力的降低，这源于先前对复仇愿望的过多压制。有人对这一过

程进行了研究（Finkel & Campbell， 2001），被试要观看那些容易

引起激烈情绪体验的电影片段。观看时研究者要求部分被试压制自己

对于片段的情绪反应（高自我消耗），而另一部分被试则不作此要求

（低自我消耗）。看完片段后，要求他们说明自己是如何对伴侣的攻

击性行为做出反应的。不出研究者所料，实验结果表明，与那些未对

自己的情绪反应进行控制的被试相比，那些压制自己情绪反应的被试

表明自己将做出更具惩罚性的反应。先前的情绪压制引致了自控能力

的降低[8]。

当然，讥讽和欺负事件在学校较普遍（Nansel et al.，

2001），而暴力形式的报复却鲜有发生。是什么使得这些杀手有别于

那些也受到公开羞辱的普通受害者们呢？这方面的理论还很薄弱，我

们无法给出确定的答案，但是可以做出两点回应。第一，校园杀手或

是以群体的形式出现，或是从其他那些遭到排斥的学生中取得了社会

支持。此外从前面提及的实验可知（Mikolic et al.， 1997），与个

体相比，群体的升级会走得更远。大部分校园杀手都曾把自己的枪击

计划告诉过其他受到过羞辱的同伴们（Vossekuil et al.， 2000），

他们不但得到了后者的鼓励，而且有时还得到过后者的帮助。有些朋

友甚至还推动了他们计划的升级。我们再来看一下伊万·拉姆齐案

件。拉姆齐曾对他的两个朋友说，他想要带把枪到学校里，在那些折

磨他的人面前挥舞炫耀，好好地吓唬吓唬他们。他的朋友们则鼓动他

开枪射击，说这样一定会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拉姆齐在枪杀名单上列

上了三个人的名字，但这些朋友又建议他再加上11个人。拉姆齐说，

他并未计划枪击校长，他这样做是受到一个不喜欢校长的朋友的鼓动



（Dedman， 2000）。第二，所有的这些校园杀手都能拿到枪，就他们

所在的环境而言，枪要比任何其他可用的武器致命得多。

争斗者—防御者模型的观点评述　虽然争斗者—防御者模型适用

于诸如校园枪击事件这类冲突升级情况，但在我们的日常思维中，这

种模型却吸引了太多的关注。实际上，这是大部分人用来试图理解冲

突升级问题的唯一模型。这一模型的问题在于，它采取的是一种单向

因果序列，即冲突一方总是在升级中处于先导地位，但是，大部分升

级事件涉及的却是一种循环过程。冲突一方对另一方容易引起争议的

行为做出反应，接着是另一方对冲突一方容易引起争议的行为做出反

应，再后就是冲突一方又对另一方容易引起争议的行为做出反应，以

此类推。我们需要用冲突螺旋模型来理解这种冲突过程。

争斗者—防御者模型之所以流行，可能是因为它满足了人们想为

某些令人不快的事件找个人进行谴责的自然冲动。一方（通常被标示

为“攻击者”）被视为挑头让冲突变得更为激烈，而另一方（通常被

标示为“防御者”）则被视为试图合法地反击攻击者令人无法容忍的

行为。比如，冷战时期大部分美国人将苏联看成是冲突升级的根本原

因，并因此视苏联为“攻击者”。而实际上，双方都同样对冲突负有

责任，而冲突螺旋模型则更适合解释此种情况[9]。

冲突螺旋模型

冲突螺旋模型（con ict spiral model）认为冲突升级是源于行

为和回应的一种恶性循环。冲突一方容易引起争议的战术推动了另一

方做出类似的报复或者防御性反应，这种回应进一步唤起了冲突一方

容易引起争议的行为，完成了一个循环，并且开始下一轮重复。冲突

螺旋模型是一种双向反应模型，因为双方都是对另一方先前的行为做

出回应[10]。



在冲突螺旋中，双方动机有一部分是出于报复——因另一方所制

造的痛楚而惩罚另一方，也有一部分是出于防御或威慑的目的——使

自己免受另一方所做各项准备活动的影响，给另一方以教训，并且让

另一方觉得痛苦，以停止其令人恼怒的行为。

冲突螺旋一旦开始往往难以停止，因为双方都认为，不报复对方

就会被人看成是软弱的表现，这会招来对方变本加厉的烦扰行为。双

方都认为坚定地维护己方自我防护的声誉迫在眉睫。此外，双方都不

愿意采取那种可能会打破这种循环的和解性举措。这是因为：第一，

冲突一方并不相信另一方会对自己的善意做出回报；另一方也并不认

为，只要自己表达善意，冲突一方也会示好作为答谢。第二，冲突一

方担心己方采取和解性举措将意味着奖励另一方，并因此促使更加烦

扰行为的发生。第三，另一方通常会被对方视为“攻击者”，因而会

因冲突螺旋上升而遭到谴责。这表示另一方（而非冲突一方）有责任

首先采取和解性举措。

在大多数冲突螺旋中，战术都是由轻而重发展的，这是因为（一

定程度上）所有的回应，都会比激起这种回应的行为本身要更为严重

和强烈。为什么会这样？有三个主要原因。一是冲突螺旋导致了前面

曾经提及的由小到大的转型。冲突螺旋中的所有报复性或防御性回

应，都为这一行为的目标增加了新的问题。因此，随着冲突螺旋的继

续，双方清单上对方所犯的过失会变得越来越长，从而引发越来越严

重的回应。二是双方在冲突中的损失，自己看来往往要大于对方的损

失（Baumeister et al.， 1990）。因此，双方对于对方的挑衅行为

所做的反应，己方觉得好像经过深思熟虑，但是对方却觉得反应过

度，故意升级冲突，遭到类似的回应的确罪有应得。三是人们往往会

忽略他们处在冲突螺旋中这样一个事实，并且认为自身是在对来自另

一方的持续不断的烦扰做出回应。他们在开始时采用的是温和的略带

争议性的战术，因为这些战术所涉风险最低。而如果这些战术不成



功，他们则会采用更加严重的战术，他们认为这些战术是理性行为，

以便给另一方施压，劝阻其断了念头。这种做法的讽刺之处是，另一

方会以同样的方式对他们的冲突升级水平做出回应。因此，对于双方

而言，冲突去升级化要比升级更好。

冲突螺旋模型为众多的冷战升级问题提供了深刻的见解，冷战升

级是一种恶性循环[11]。为了对苏联在东欧、希腊和土耳其的举措做

出回应，美国及其同盟开始建立西德。为回应之一行动，苏联随后封

锁了柏林，而为了对苏联的封锁行为做出回应，美国及其同盟们成立

了北约组织，并且开始武装西德。依此类推。

在上文妻子口述的驾驶故事中，只有丈夫进行了升级。然而，这

很可能是妻子对实际发生事件的自利式的歪曲。实际情况可能是，妻

子在说出 “你能挪一下吗？”的时候，带着一种愤怒的腔调，接着又

说出这样一些话语，比如 “该死的混蛋，你挡住我的视线了”。如果

是这样的话，那么她的丈夫可能就会对她的升级做出回应，而她也会

这样做，这一过程实际上可能成为冲突螺旋。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冲突螺旋的例子，2000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

间爆发了暴力争端，这一争端依照本章所指出的模式不断升级

（April， 2002）。每一周双方都采取了新的暴力行动，这些行动激

起了对方越来越多的暴力回应。在试过那些较为温和的战术之后，巴

勒斯坦开始派出越来越多的人肉炸弹，而以色列则逐步采取了越来越

残暴的军事行动。双方都认为自己采取的是一个单方面“防御性”升

级，针对的是那些提出不合理要求，难以和解的“攻击者”。因此，

对于双方而言，唯一合理的行动方案就是继续升级，以便“让另一方

懂点道理”，并且用恐吓来停止另一方的攻击行为，最终酿成了巨大

悲剧[12]。



巴以之间的冲突螺旋之所以恶化，是因为双方都坚定地相信，他

们各自都拥有制胜的武器：巴勒斯坦人的制胜武器是人肉炸弹，以色

列人的制胜武器则是常规的军事力量。在当时很难客观地分辨何种武

器更为强大，因此双方对自己的胜利都很乐观。

冲突螺旋模型除了能诠释升级的发展，还有助于我们了解高水平

冲突升级的维系问题——也就是说，那些严重的战术一旦运用，往往

会持续地用下去。我们来看一项标准的拳击比赛。如果我打你的话，

那么你完全能还击，这就引发了我再次打你，依此类推。首先，双方

的下手会越来越重，而冲突就会升级。然后，由于人的力量是有限

的，挥拳的力量会达到一条渐近线，之后下手就不可能变得更重了。

我们所有人都会在遭到的挑衅水平上予以还击。虽然冲突螺旋能持

续，但现在是稳定在某一冲突状态上，而不能继续升级。我们将在第8

章更为详细地探讨冲突升级的持续问题。

争斗者—防御者模型和冲突螺旋模型之间的关系

在正在升级的冲突中，争斗者—防御者模型和冲突螺旋模型的动

力常常会结合到一起。比如，争斗者—防御者的冲突序列往往是更大

的冲突螺旋的一部分，就像苏联对西德统一计划所做出的反应（请看

脚注11）。这种情况下，防御者持续不断的烦扰就是推动争斗者采取

行动的原因。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20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纳粹德国征服欧洲

做出种种努力，依据冲突术语的所有定义，这是一种单方面的升级行

为。大部分人并未意识到，纳粹德国的这种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是

对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所蒙受的耻辱的回应——德国不得不付

出战争赔偿，进而导致了通货膨胀。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争斗者

—防御者序列可以视为植根于更大的冲突螺旋之中，而这一螺旋始于

一战之前。



争斗者—防御者模型和冲突螺旋模型的动力还有一种结合方式，

即一项冲突螺旋植根于更大的争斗者—防御者模型片段中，冲突一方

采用不断升级的战术，以图对另一方施加影响。比如前述巴以之间的

暴力升级问题，这一升级起源于2000年巴勒斯坦青年团以及激进分子

（the Second Intifada）为劝说以色列放弃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定居

点，并撤出守卫这些定居点的以色列军队所做出的种种行动。他们先

是朝以色列士兵投掷石块，之后就开始对以色列士兵和那些定居者进

行射击[13]。如果不考虑冲突螺旋的话，你也应该考虑到那些巴勒斯

坦人的部分严重的袭击行为——虽然不是绝大多数——是出于他们对

以色列占据行为的愤恨。

总结和结论

升级——使用越来越严重的容易引起争议的战术——绝不是无法

避免的冲突结果，但却值得我们重视，因为冲突升级往往会让人们付

出巨大的代价。升级通常伴随着几种形式的转型：问题迅速扩散；当

事人变得越来越投入争斗；特定问题让位于普遍问题；成功的愿望转

变为获胜的愿望，进而又变成伤害另一方的愿望；积极的情感让位于

消极的情感；冲突双方都招募那些先前保持中立的个体和群体来扩大

自己的规模。

本章讨论了两种冲突升级模式：争斗者—防御者模型将冲突一方

（争斗者）的争斗行为追溯到从另一方（防御者）那里得到某种东

西；牺牲另一方为代价来改变现实；或者停止另一方的烦扰行为。如

果冲突一方所采用的更为温和的战术没有作用，就会转而使用更加严

重的战术，以图取得优势地位。面对冲突一方的攻势，另一方的回应

可能一直是被动的，也可能进行防御性升级。冲突螺旋模型则将升级

追溯到一种行为和回应的恶性循环——双方都用升级的方式来做出回



应。我们往往可以同时援引两种模型来对升级做出最好的解释，将逐

步变得严重的战术视为植根于更大的冲突螺旋模型的争斗者—防御者

片段，或者视为更大的争斗者—防御者动力的一部分的冲突螺旋。

我们将在第6章转而讨论第三种更为复杂的升级模型，即结构改变

模型。

第6章 结构变化模型

本章我们将讨论结构变化模型（structural change model）

[14]，进一步洞察冲突升级的发展过程。该模型描述了升级发生及促

动的变化过程。这些变化过程也使得升级得以持续下去和再次发生。

这些变化有些是个体争论者或群体决策者所表现出的心理状态（如敌

对态度）变化；有些是群体作用方式的变化（如军事领导力的形

成）；还有一些是争论各方所属社区内的变化（如社区的两极分

化）。因为这些变化是指那些影响冲突双方战术选择的各种情境特点

的变化，所以称作“结构性”变化。

我们可以建构两种版本的结构变化模型，即争斗者—防御者模型

和冲突螺旋模型。由于这两种版本所描述的结构变化种类非常相似，

因而我们只探讨后一版本[15]。冲突螺旋版本的结构变化模型见图

6.1。在图中我们能看到冲突的螺旋式上升：冲突一方使用严重的战术

引起了另一方的结构性变化（A部分），这促使另一方给予了激烈回应

（B部分），于是带来了一方的结构性变化（C部分），进而促使一方

（D部分）使用更为严重的战术，以此类推，循环往复。我们将图中展

示出的这一过程看做一种升级循环。



图6.1　结构变化模型。箭头的循环代表着一种升级循环。

结构变化模型的冲突螺旋版本体现了多伊奇（Deutsch）冲突发展

的“原始法则（crude law）”（Deutsch， 2000a）。用本书的术语

来说，原始法则是指那些容易引发严重争议的战术冲突过程，这些过

程反过来也由这些战术而引发[16]。这些过程包括了本章所讨论的所

有结构性变化。比如，如果我们在图6.1中标有“结构变化”的方框中

插入“敌对态度”，那么就会看到，敌对态度既引发了那些容易引起

争议的严重战术，也为这些战术所引发。

结构变化模型的价值在于，它有助于我们推断何种条件下冲突会

升级及升级能持续下去和再次发生。这是因为，我们非常了解能使得

该模型中所描述的变化得以发生并得到推动的条件，或者说，那些能

用来强化图6.1中A部分和C部分所展示出的因果关系的条件。我们也了

解一些推动这些变化得以表现出来的条件，或者说，那些强化图中B部

分和D部分所展示的因果关系的条件。按照图6.1中的逻辑，所有这些

条件都应该使得冲突螺旋更可能向前发展并持续下去，因而应该推动

冲突升级并停留在已升级的状态。与这些条件有关的大部分讨论将在

下两章呈现。

心理的变化



情感的变化

某些心理的变化涉及情感或者与情感有关的知觉。情感能对行为

产生强大的影响，它们能逐步增强，直到战胜自我约束并引发剧烈的

升级行为。不过，这些情感往往处于临时状态，不但与当前的事件有

关，而且只有在冲突螺旋持续的情况下才会继续下去。一旦冲突螺旋

开始减弱，情感往往会消退。这里我们将讨论四种这样的状态，即谴

责、愤怒、恐惧以及形象威胁。

谴责和愤怒　第3章我们曾经提及，谴责另一方容易招致争议行

为。在这里，我们将谴责看成是一个变量，并且假设谴责越强烈会导

致升级行为越剧烈。谴责推动冲突升级的原因有二：一是谴责招致了

愤怒（Averill， 1983），进而产生了伤害另一方的愿望。二是谴责

会使冲突一方觉得，有必要惩罚另一方以儆效尤。

当另一方采取行动，损害冲突一方的利益时，有几种知觉会推动

谴责。如果看上去另一方能预计自己的行为将会带来伤害，谴责就会

变得更为激烈（Dyck & Rule， 1978）。这使得伤害似乎是出于故意

而非偶然。而且，与那些迫于严重的环境压力的行为相比，那些看似

自由状态下故意采取的行为可能会招致更多的谴责（Green，

1990）。即使另一方的行为源自严重的环境压力，但如果另一方理该

承担起抵御这类压力的责任，那么也会招致某些谴责。其他一些行

为，如破坏社会规范的行为（Mallick & McCandless， 1966）或者与

其他各方不大一样的行为，都尤其会招致谴责（Ferguson & Rule，

1983）。另一方必须有某种令人信服的借口，才能避免在这些情况下

被谴责。

以上这些意味着，如果冲突一方认为另一方的争议行为有悖情

理，而且是有意为之或者不能归因于某种情有可原的情境，冲突就尤

其有可能升级。在这些条件下，冲突一方尤其有可能会对另一方动



怒，或者觉得有必要约束另一方，进而采取了惩罚性行为，而这些行

为将招致另一方采取相应的行动，因而会启动或者延续冲突螺旋。

恐惧　有时候另一方粗暴的行为看上去具有威胁性，引发的不是

谴责和愤怒，而是恐惧，或者有可能三者兼而有之。恐惧引发的冲突

螺旋不同于谴责和愤怒。谴责和愤怒主要表现在报复性螺旋中，冲突

双方都觉得对方的行为令人生厌而进行惩罚，比如相互咆哮、拳脚相

加及其他类似的行动。另一方面，恐惧则主要表现在防御性螺旋中，

冲突双方都试图使自己远离对方出于自我保护而做出的威胁。比如在

军备竞赛中，两个国家都在稳步增长自己的武器装备，而双方这样

做，都是为了回应对方武器装备的增长（Richardson， 1967）。升级

通常是报复性螺旋和防御性螺旋的联合体，比如冷战，再比如第1章本

和父亲的故事。

形象威胁　对冲突一方形象（冲突一方呈现给自我或他人的方

式）的威胁是升级的重要原因。如果有人威胁到冲突一方能否胜任的

形象——即该方拥有的权力、地位、正直、强制力或自主权，冲突升

级尤其有可能发生（Coleman，1997；Felson， 1982）。这些威胁既

会带来愤怒也会引发恐惧[17]。

托克（Toch， 1970：164-165）曾经举过一个冲突螺旋的例子，

这一螺旋看上去已经对当事人双方的实力、地位和强制力形象产生了

威胁。这是发生在美国某个州立监狱里的敌对行动。

我们正看着这些家伙玩牌，我们正站在这个哥们的身后。他是那

些大块头的举重者之一……嗯……大约走90步……嗯……他是那些人

中的一个。他转过身来对我们说：“当我玩的时候，别站在我身后，

笨蛋！”嗯……我刚看一下我的搭档，他就看着我，嗯……而且还又

一次转过身来说：“我叫你不要站在我后边。”而且他还说：“上帝



保佑你，伙计。”这个家伙站起身来，哥们，所以我在一侧打他，而

另一个家伙也打他，我们一起打他，哥们。我们把他痛打一顿……在

那之后我感到像一个国王，哥们……嗯……我感觉到我就是那个人；

这样你就不会再来打扰我了。

这种形象威胁对国家与对个人一样重要。各个国家通常都非常关

注自己的声誉，拥有自己的权力并且能随时使用这些权力。很多战争

之所以爆发，就是因为国家要建立起这样一种形象。这里我们以美国

卷入越南战争为例。越南对于美国并不具有战略意义，但越南的共产

主义游击队运动却给美国的国家形象带来了挑战，而这种挑战引起了

美国官员的关注。他们担心如果美国不打击这场运动，就会被其他国

家视为纸老虎，进而会引发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这种观点来源

于相互存在关联、责任之承担的更广泛信念，总结如下 ：“如果我们

不想处处树敌，那么我们必须时时作战。”

我们很容易忽视那些与形象有关的关注，或者认为这种关注毫无

意义，甚至认为太幼稚。然而，在没有规范约束的“原始丛林”里，

比如国际舞台、美国西部大开发时期的“蛮荒西部”、城市中心的贫

民窟以及众多的州立监狱，这种关注就是一种理性反应（虽然这些往

往是短视的）。此种环境下，没有适当的第三方来实施规范，反对剥

削和侵犯。因而人们认为他们必须树立一种强硬的形象——即一种充

满力量、愿意战斗的声誉——来保护自身。虽然人们也可以采用其他

较温和的方式来避免身体受到威胁和袭击，但是大部分人却并不了解

这些方式，或者不相信这些方式的效果。在这里的箴言，用利奥·杜

罗秋（Leo Durocher）的话来说就是，“好人总是吃亏。”

这句箴言及对形象的关注所存在的问题是，它们常常会让人们深

陷困扰。在试图让自己看起来很强硬的过程中，人们会激怒或惊吓他

人，使之针锋相对地采取相应举措，冲突螺旋由此产生[18]。适得其



反的是，人们往往最终会成为他们设法阻止的特定袭击目标（Glasl，

1982）。这就是我们在第2章提到过的安全困境。

敌对态度、知觉和目标

我们现在转而讨论另一组心理状态，即敌对态度、知觉和目标，

以及两种特别有说服力的知觉：去人性化和去个体化。像谴责、愤

怒、恐惧和形象威胁一样，这些状态都促使人们采用那些容易引起争

议的严重战术，因而这些心理状态也能放入图6.1中标有“结构性变

化”的方格之中。但是它们也有情感状态所缺乏的持续性特点。它们

往往会在那些引致它们生成的冲突结束后，再持续一段时间，并通过

两种方式来影响冲突双方的关系：（1）当另一冲突出现时推动新的升

级；（2）在并未发生新冲突的情况下，让冲突双方感知到新冲突的存

在。

冲突中非常容易滋生敌对态度和知觉。冲突一方逐渐对另一方失

去信任，并认为另一方对自己的福祉持无所谓甚或反对态度。冲突一

方往往将那些贬损性特点加诸于另一方，认为另一方以自我为中心、

道德败坏、或者（在极端的情况下）是恶魔般的敌人。这就造成了第5

章曾提及的现象，即问题从特定性转变到普遍性；冲突一方现在必须

要应对的不是来自另一方的特定的威胁，而是如何抵制没有道德的敌

人的普遍性问题。因为去人性化或去个体化，冲突一方也会变得难以

从对方的角度除非考虑问题。此外，冲突双方还存在着一种割断联系

的倾向——即不愿意进行沟通。他们往往会形成零和思维——要么自

己获胜，要么对方获胜。在冲突螺旋的动力作用下，争论双方通常都

会发生这些变化。

这些心理变化有助于解释导致冷战的冲突升级及其冷酷地持续的

原因。从冷战早期开始，极度的不信任、敌人形象以及不能换位思

考，这些都是美国人根深蒂固的想法，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早



期。在美国零和思维非常普遍，引致了大众对任何共产主义的扩张过

度恐惧。这种恐惧感笼罩着杜鲁门之后的美国各届总统；而当又一个

国家加入共产主义时，无人还能在办公室里待得下去。大部分美国人

变得无法对苏联真正的安全需要进行换位思考，而这些需要却能解释

他们大部分行动的原因。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和50年代早期，美苏之

间大部分的沟通都中断了，直到戈尔巴乔夫总统领导下的去升级化时

期，两国之间的沟通仍旧维持在较低水平。

什么是态度和知觉？　态度（attitude）是指对某个人或物体的

积极或消极的情感或评价。知觉是对某个人或物体所持有的信念或看

待方式。态度和知觉往往在价值评价上具有一致性，也就是说，如果

冲突一方对另一方持有消极的（积极的）态度，那么前者也就往往会

对后者产生明显消极的（积极的）知觉[19]。

升级的冲突特别有可能具有如下知觉特点（在冲突一方的眼

中）：另一方存在道德缺陷——诸如不诚实、不友好或者好战；另一

方不但在基本价值观上与自己有所不同，而且大都自私自利且不近人

情（Struch & Schwartz， 1989）；另一方往往得不到信任，对己方

的福祉带有敌意，且有时候会带有打败甚或毁灭己方的无限目标。此

外另一方还可能缺乏能力或成就（Blake & Mouton，1962），但是由

于能找到另一方能力和成就特点的更多合理证据，因而不太可能产生

这种知觉歪曲（Brewer， 1979）。相比之下，冲突一方通常会认为自

己比对方更道德，并且是另一方攻击行为的受害者（Hampson，

1997；White，1984）。

群体发生冲突时，这些知觉有时会以刻板印象的形式出现，使冲

突一方对其他群体的所有成员产生偏离性的知觉。或者冲突一方可能

会认同怀特（White， 1984）所说的“邪恶统治者的敌方形象” 。冲

突一方知觉到，另一个群体的普通成员是中立的、甚或对己方持积极



态度，但那些领导者却是可怕的恶棍。如果对方的普通成员对己方存

有敌意，那是因为受到领导者的误导。在冷战期间，苏联和美国彼此

对对方的看法都反映出这些特点。邪恶统治者的敌方形象使得冲突一

方对另一方产生了明确的消极观点，而他们实际上承认，任何群体不

可能所有的成员都是邪恶的。

由于态度以及伴随着态度的知觉是升级循环的一部分，因而对于

争论双方而言，这些态度和知觉往往是类似的，这就是所谓的“镜

像 ” 现 象 （ Bronfenbrenner ，  1961；Frank ，  1982；White ，

1984）。比如，大部分美国人对苏联感到极度不信任，苏联对美国的

印象中也类似地存在信任问题，只不过在强度上要稍微弱一些。如今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关系也存在着类似的镜像现象；双方都将对方看

成是难以和解的敌人。不幸的是，冲突双方往往意识不到镜像的存

在。冲突一方通常不信任另一方，但并未意识到另一方对己方也缺乏

信任。

敌对态度和知觉的效果　对另一方持有的敌对态度和知觉促进了

冲突的升级，并至少在7个方面妨碍冲突的解决。

首先，敌对态度和知觉使得冲突一方更容易谴责另一方令己方不

快的经历。由于人们都希望找到造成这类痛苦经历的始作俑者，也由

于涉及责任方的证据往往很模糊，因而令人讨厌和怀疑的另一方往往

会招致谴责——而令人喜爱的另一方通常会因证据不足而假定为无

辜。由于谴责往往会导致人们采用粗暴且容易引起争论的战术，这表

明敌对态度通常会推动冲突升级。

布卢门撒尔等人（Blumenthal et al.， 1972）的研究结果证明

了态度对谴责的影响。在1969年夏季美国政治动乱期间，人们将冲突

归咎于那些与自己观点相左的群体。自由人士谴责警察，而保守人士

则谴责游行示威者。双方都倾向于用术语“暴力”来描述那些自己讨



厌的群体行为，而用“正义的力量”来描述那些与己方观念相符群体

的行为。如果有第三方运用武力反对他们谴责的群体，也更易激起他

们的同情之心。

第二，如果另一方得不到信任，而且其模棱两可的行为被解读为

威胁（Pruitt， 1965），那么敌对态度和知觉就会引发升级。由于另

一方几乎既未因证据不足而被假定为无辜，也未因用意良善而得到信

赖，因而会促使冲突一方的恐惧和防御升级。错误地解读另一方行为

的倾向，这是冲突升级很难避免的原因之一。对升级感到厌倦的另一

方，通常会向对方示好以避免冲突升级[20]。如果另一方失去信任

——这可能是剧烈升级之后的状况——那么这些示好的姿态将往往会

遭到误解，而升级将会无情地持续下去。

第三，如果冲突一方受到挑衅，而自身抑制报复的力量减弱，另

一方敌对性看法就会导致冲突升级。虽然冲突一方不愿侵犯自己喜爱

和尊敬的另一方，即便后者显然已经给前者带来了痛苦而遭到谴责，

但却非常乐于去侵犯那些自己不喜爱或不尊敬的另一方。研究发现，

美国南部的白人学生（可以假定其中很多学生都曾遭到歧视）遭到一

名美国黑人冒犯时，要比其遭到白人冒犯时，表现出更激烈的报复行

为（Rogers & Prentice-Dunn， 1981）。

第四，敌对态度推动升级还可以通过阻碍交往和干扰沟通得以实

现。人们往往会避开自己敌视的人。科勒曼（Coleman， 1957：11）

曾经很好地对这一点进行过阐述：“随着争论日趋激烈，对立双方的

交往……会日渐消失。”这不但致使冲突方互相误解，而且也因而使

冲突问题迅速增多。这也使得和平解决争论问题变得非常困难。这种

情况发生在冷战时期，具体是在古巴导弹危机之前，也是以色列和巴

勒斯坦解放组织（以下简称“巴解组织”）之间关系的主要特征，具



体是在1992年奥斯陆秘密谈判之前。在后一事件中，与巴解组织所进

行的沟通实际上在以色列是非法的（Pruitt et al.， 1997）。

尚不完全清楚的是，这一切到底因何而生。为何冲突一方变得对

另一方带有敌意时，就会中断和对方会面和谈话呢？其中一个可能的

原因就是，冲突一方担心，自己与另一方进行交往会被错误地解释为

对另一方立场或者是战术的接纳。这种现象可能也有更深的情感渊

源。按照平衡理论（Heider， 1958），指向任一客体的敌对态度，在

心理上都意味着与这一客体的敌对关系，因而也就意味着要在己方和

该客体之间建立起心理距离的愿望。

第五，敌对态度和知觉往往会减少对另一方的共情（White，

1984）。冲突一方似乎与另一方的差别如此之大，以至于难以站在对

方的立场来考虑问题。此外，还有一种解释很容易让共情看上去没有

必要，即另一方的行为源于邪恶的动机。缺乏共情就像失去信任及缺

乏沟通一样，因为它构成了对另一方的误解。缺乏共情也将目光锁定

在冲突螺旋中，进而推动了冲突升级。如果冲突一方了解到另一方的

敌对性行为是对己方敌对性行为的反应，那么常常会限制己方的升级

行为。然而，如果冲突一方对另一方的动机缺乏共情，就不会意识到

自己在推动另一方的攻击行为上所处的角色，并且可能会不假思索地

升级 冲突。

第六，敌对态度和知觉促进了零和思维的形成，这往往会让问题

解决策略看似一种无法实现的选择。当事人的立场变得强硬，逐渐失

去创造性。这不但使冲突难以解决，而且激发了这样一种感觉，即进

行斗争是唯一的成功之路。可能的结果就是冲突升级。

第七，也是最后一点，即当敌对性知觉真的变得到十分严重的程

度时，另一方就会被视人为恶魔般的敌人（White， 1984），而冲突

则变成光明和黑暗之间进行的一场战争。我们是上帝的子民；他们是



“邪恶的帝国”（引用罗纳德·里根总统在冷战期间对苏联的描述）

或者是“邪恶轴心”（这是乔治·布什总统用以描述伊拉克、伊朗和

朝鲜的词语）。这种情况下，冲突一方就会准备将所有发生的问题都

归咎于另一方，并相信最不靠谱的另一方背信弃义的故事[21]。沟通

往往一落千丈，共情变得微乎其微，而问题解决策略则极难维系。剧

烈升级的战术往往成为规范；频频出现新的争论，进而证实了冲突一

方对另一方的 看法。

敌对目标　在刚刚描述的这些变化发生之后，冲突一方往往会形

成敌对的和竞争的目标——冲突一方看上去要比另一方更好，要惩

罚、怀疑、打败甚或毁灭另一方。这是第5章曾提及的从尽力做好到伤

害另一方的转型。目标的这一升级引发了战术的升级。就像敌对态度

和知觉一样，敌对目标往往带有持久的特点，这使得这些目标在它们

得以从中生成的冲突结束后，仍旧能持续下去。

复仇的愿望是一种频繁涉及冲突升级的敌对目标（Kim & Smith，

1993；Morrill & Thomas， 1992）。即使因琐碎小事而起的冲突，如

果充斥着渴望复仇的情感和愿望，也会迅猛地升级，很多世仇的案例

就是明证。我们来看一个声名狼藉的世仇事件，该事件发生在两个美

国乡村家族，即哈特菲尔德（Hatfields）家族与麦科伊（McCoys）家

族之间，他们居住在肯塔基州和西弗吉尼亚州接壤的边境上。虽然引

发这场长达12年（从1878年到1890年）世仇确切的导火索，至今尚无

定论（Evans，  2001），但最初的源头似乎是伦道夫麦科伊

（Randolph McCoy）发现自己家丢了一头猪。伦道夫被激怒之后，马

上就开始怀疑哈特菲尔德家族。不久，他就自己的怀疑当面与弗洛伊

德·哈特菲尔德（Floyd Hatfield）对质，而这一对质迅速升级为相

互杀戮的冲突循环。至于那头猪到底怎么回事这一问题，双方早就忘

掉了，而将冲突的焦点集中在如何伤害对方上（Rice， 1982）。



复仇的几个特点会推动冲突升级。首先，复仇往往会引发对方以

牙还牙，这意味着冲突螺旋通常会被这一动机所驱使。这样的螺旋在

国际舞台和美国乡村都可能发生。比如，巴勒斯坦好战分子的自杀式

爆炸挑起了以色列人的报复行为，这反过来又引发了新一轮的自杀式

爆炸。冲突双方都试图为自己所遭受的痛苦报复，而这些复仇行动只

不过进一步坚定了对方加紧反击复仇的决心。因此杀戮循环并未停

止，继续加深着双方的仇恨[22]。

复仇强化升级的第二个特点是，复仇的推动力通常深入而有力

——这种推动力如此强大以致超过了所有的其他关注点（Marongiu &

Newman， 1987）。南斯拉夫共产党奠基人密洛凡·德热拉斯

（Milovan Djilas）曾在自传中这样写道：“复仇是一团不可抗拒的

烈焰，它突然燃烧起来，烧掉了所有其他的思想和情感……复仇……

是我们眼中的光芒，我们脸颊上的红晕，我们庙宇里传来的撞击声，

这个词已经在我们的喉咙中幻化成石，一听到它，我们就觉得热血沸

腾（cited in Elster， 1990：871）”。复仇所具有强烈性意味着，

受复仇驱使的人往往会诉诸那些容易引起争议的极端战术，这一点在

很多校园枪击案（Vossekuil et al.， 2000）、世仇（Kuschel，

1988）、恐怖主义袭击（Mylroie， 2000）、蓄意破坏（Greenberg，

1996）、职场暴力（Folger & Skarlick， 1998）以及种族灭绝

（Scheff， 1994）都能看到。

复仇推动力的强烈性也能解释为何某些特定的事件似乎有悖常

识。我们总是觉得，那些较为弱小的一方通常会因为害怕受伤害，而

避免侵犯那些较为强大的另一方。然而，在复仇推动力的支配下，他

们可能会采取报复行为，既不管后果如何，也不管是否会受到严重伤

害，甚至最终会因此送命（Kim et al.，1998）。人肉炸弹的行为，

就属于这种情况。



第三，复仇往往会过度；它带来的伤害往往会大于曾遭受的痛苦

（Fellman，1998）[23]。我们一起来看个故事，故事中的丈夫想要报

复日渐疏远的妻子。如果他想要直接伤害妻子，本可以找到很多机

会。但他的目标却是让妻子遭受一位母亲所能承受的最大痛苦——夺

走她四个孩子的生命（其中三个孩子是她与前夫所生，还有一个是与

他自己婚后所生）。当妻子早上出去散步的时候，他悄悄溜进她居住

的房子里，有条不紊地杀死了所有四个孩子，然后自杀（Boxall，

2002）。这一现实生活中的复仇故事是欧里庇得斯（Euripides）所撰

写的古典戏剧《美狄亚》（Medea）的翻版。悲剧的女主人公美狄亚为

了报复因一位年轻女子而离开自己的丈夫杰森，谋杀了她自己的孩

子。

为什么复仇容易过度呢？原因之一是，那些被激起复仇心的人

们，往往会感到自己是受害者，而这种感觉引发了强烈的不公平感，

进而为自己找到了合理的借口，以残暴的行为惩罚那些烦扰自己的人

（Miller， 2001）。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人们往往会夸大自身所遭受

的苦难，而忽视那些遭到自己报复的人所遭受的苦难（Baumeister et

al.，1990）[24]。结果，他们会觉得自己的复仇行为公平正义，但实

际上反应过度。

复仇推动升级的第四个特征涉及记忆长期持续的特征，这些记忆

包括过去遭受的伤害以及由此产生的复仇动机（Frijda， 1993）。甚

至在复仇行为已经得到压制的情形下，复仇行为之下的推动力也会继

续下去且日益恶化。的确，复仇的推动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日

益强大。我们来看个例子。2002年柯蒂斯·汤普森（Curtis

Thompson）冲进了詹尼特（Janet）和詹姆斯·格森哈根（James

Geisenhagen）的家，将二人开枪打死。按照汤普森的陈述，他之所以

这样做，是为15年前由詹尼特提起的一桩诉讼案复仇。实际上在那次

诉讼中，汤普森还获得了胜利（Hughes， 2002）。



在群体层面上也有很多例子能证明复仇的长期性。比如，波斯尼

亚塞尔维亚人仍然记得，他们的祖先曾在土耳其苏丹军队手中蒙受过

耻辱，而这一事件实际上发生在600多年前的科索沃战争中。虽然复仇

的愿望并非是导致1992至1995年波黑武装冲突的直接原因，但可以肯

定的是，这一愿望与塞尔维亚人对波斯尼亚穆斯林人采取的暴力行动

有关。

去人性化和去个体化　研究表明去人性化（即认为另一方缺乏人

性）会使侵犯另一方变得更加容易（Bandura， 1990；Kelman &

Hamilton， 1989；Struch& Schwartz， 1989）。这可能是因为去人

性化减少了冲突一方对另一方的共情，并将另一方放置在道德约束之

外，不再受到遏制侵犯行为的社会规范的保护（Opotow， 2000）。

研究发现如果冲突一方认为，另一方拒绝接受那些对自己而言颇

为重要的价值，那么就会将另一方去人性化（Schwartz & Struch，

1989）。给他人起绰号（如“黑鬼”、“傻瓜”等）也会起到去人性

化的效果。冲突一方给另一方起绰号加强了这样一种印象，即另一方

存在道德缺陷，并且与己方存在差别。有些绰号——比如“猪猡”，

就在罗德尼·金挨打事件之后紧接着的骚乱中，人们用它大声叫骂警

察——使得另一方看上去似乎低人一等，因而特别容易遭到袭击。

当人们被视为某一类别或群体的成员，而不再是独特的个体时，

他们就被去个体化（deindividuated）了。这种知觉几乎以和去人性

化相同的方式，即通过减少共情和削弱规制攻击之规范的力量，来逐

渐破坏抑制攻击行动的因素。米尔格拉姆（Milgram， 1992）通过实

验展示了去个体化的作用。如果扮演“学生”的被试站在远处或处于

扮演“教师”的被试视线之外，“教师”给“学生”的电击强度要大

于双方相邻而坐之时。战场上敌人的去个体化可能使飞行员更容易将



炸弹投掷在那些看不见的目标上，这比步兵直接对看得见的活生生的

敌人进行射击容易得多。

如果接受了那些使另一方看上去独一无二的信息，就可以抵消去

个体化。比如，据说纳粹集中营里的守卫们如果知道了犯人的名字，

就会对犯人更加仁慈些（Zimbardo， 1970）[25]。还有一种方法能抵

消对群体外成员的去个体化，这就是与他们进行一段时期的友好往

来。据此我们可以认为，能培育出种族之间友谊的居住环境应该可以

逐步消除白人对黑人的偏见。这样一种效果已经在两个调查研究中得

到 了 证 实 （ Deutsch & Collins ， 1951；Hamilton & Bishop ，

1976）。甘地在领导一场游行示威之前，有时候会去求见当地的英国

长官，并因此与对方结成了好友。这是甘地将自己和他所领导的运动

在当权者眼里个体化的一种方式，并因此减少了政府所用战术的攻击

性。

同理可知，带有侵犯性或歧视性的冲动行为应该会导致冲突一方

通过类似合理化过程，对另一方去个体化。通过这种方式，冲突一方

会对自己的敌对行为感到心安理得。我们可以从沃切尔和安德里奥利

（Worchel & Andreoli， 1978）的研究中找到支持这一预测的证据。

该研究发现，对于那些将被愤怒对待或是预计将要遭受电击的研究对

象，加害人尤其可能会忘掉此人的个体化信息（诸如他或她的名

字），并可能会记住去个体化信息（诸如他或她的种族）。

这一发现表明，在冲突升级循环中去个体化是另一个环节。冲突

一方将另一方去个体化，以便能将自己发起的那些惹人非议的举措合

理化。这让冲突一方更易采取严厉的手段来对付另一方，促使冲突进

一步升级。



冲突一方除了会将另一方去个体化，还有可能将自己去个体化

——换言之，让人意识不到自己与众不同身份特性。这也助长了攻击

行为。比如，个体采取与他人一致的行为[26]、穿着缺乏独特性的服

装、情绪唤醒及睡眠不足等，都会造成自我的去个体化。津巴多

（Zimbardo， 1970）在研究服饰对攻击行为的影响时发现，女大学生

在扮演实施惩罚的教师角色时，如果穿着学位风帽就特别有可能对另

一方实施电击。此类统一的学位服减少了冲突一方的顾虑和独特性。

军服和警服也可能有类似的效果。

群体的变化

在所有升级的冲突中，无论冲突方是个体还是群体，都会发生心

理上的变化。然而，当群体（如家庭、部门、组织、国家）卷入冲突

时，该群体内部也可能会发生结构变化。在群体讨论之后，敌对态

度、知觉和目标得到突出强调，并往往转变为群体规范。通常会确立

打败敌人的群体目标，还会建立亚群体实施这类目标。群体凝聚力会

因共同拥有外部敌人而得到增强，而这种增强的凝聚力不但促进了这

些规范的约束力，而且也促使群体成员为实现这些新确立的目标努力

奋斗。新一代更加好战的领导集体往往会出现，进一步推动群体朝着

斗争的方向前进。鸽派（温和派）为鹰派（主战派）取代。如果冲突

中有一派是由一群未组织起来的个体组成，那么冲突有时会促使新群

体的形成——该群体从强烈的个体情感混合中突然生成，再之后，该

群体就会奋力保卫己方的利益打击对手。正如第2章所述，我们把这样

一个新群体称为冲突群体，而其形成的过程就是群体动员（group

mobilization）[27]。

所有这些变化不仅源自升级，而且也能促进升级。因此，这些变

化中的任何一个都能置于图6.1中标有“结构性变化”的方格之中。正



如态度、知觉和目标的变化一样，这种群体变化也往往会持续下去，

并会影响冲突双方的关系。

在冷战的升级过程中，群体的变化不可忽视。在美国，敌对规范

变得如此强烈，以至于让那些替苏联说好话的人感到很不舒服，而且

有时候不得不在国会会议受人责难。20世纪50年代美国甚至一度失去

理智，当时的领导层非常好战，代表人物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参议员是一名充满仇恨的反对共产主义的政治领导，拥有

一大批政治追随者。幸运的是，到20世纪60年代时这些群体过激的现

象得到了部分克服。

水牛城大学危机

在开始详细讨论这些群体变化之前，我们将描述一项冲突。该冲

突发生在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uffalo）（当地称为水牛城大学），该校也是本书的合著者狄恩

·普鲁特曾任教的学校。这一根据普鲁特和加哈甘（Pruitt &

Gahagan，1974）所提供的大事记表做出的有关叙述，鲜活地例证了涉

及三种结构性变化（尤其是群体变化）的冲突螺旋。

从1964到1969年，全美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这些运动之所以产

生，既可以归因于诸如种族歧视和美国参与越南战争这些问题，也可

以归因于大学生对成人世界表现出的极度不信任。这些运动波及很多

校园，其中就包括水牛城大学。从1969到1970学年度开始，水牛城大

学不但有大批学生关注上述问题，而且还有一批相当多的校园激进分

子，准备领导任何即将爆发的学生运动。

在1970年2月末一个寒冷的冬夜，水牛城大学校园里出现了一批城

市警察，当时一些黑人运动员正在游行示威反对该校的体育系（该事

件发生之后黑人运动员并未参与进一步的游行示威活动），一场危机



随即爆发。第二天晚上，大约40到60名白人学生，包括很多校园激进

分子，来到代理校长办公室，要求对方解释为何校园会出现警察。当

时正在开会讨论黑人运动员的代理校长拒绝与这些白人学生对话，于

是部分白人学生就开始朝窗户扔石头。校园警察带着防暴设备赶到事

发点，代理校长吩咐他们逮捕那些打破窗户的学生。随后，这些警察

来到学生会，逮捕了两名激进分子，并且当着一群已经群情激奋的学

生旁观者的面，殴打了其中一名激进分子。之后，部分旁观者就开始

满校园追打这些警察，有位校警被扔过来的金属垃圾桶砸中，受了重

伤。有人呼叫城市警察增援，后者来了之后，与大约500名愤怒的学生

发生对峙，并逮捕了数十人学生。

在接下来的两天中，学生会和激进的学生领导层组织集会，就学

生应该如何应对这些冲突事件做出决策。数千名参加集会的学生不但

明确反对学生会提出的与学校管理层进行沟通的计划，而且支持激进

的领导层所制定的罢课运动计划。他们支持对校方提出九大要求，包

括阻止城市警察进入校园、撤销代理校长、废除预备役军官训练团停

止国防部支持的研究项目等要求。第一天晚上，愤怒的学生们将燃烧

弹投入图书馆。到第二天傍晚时分，学生会已经明显失去了大批政治

上激进的学生们的尊重。结果，这届学生会垮台，取而代之的是一个

由激进分子领导的罢课委员会，该委员会甚至接管并占据了学生会办

公室。

罢课委员会大约由400名活跃分子组成，他们聚集在一起，发动了

一场精心策划的运动，阻止学生上课。罢课只取得了部分胜利，课堂

的出勤率大约因此下降了30%到40%。之后罢课委员会转而使用更严重

的战术，占据了行政办公大楼，并打开了大楼中的消防水龙带。为了

自卫，校方管理者暂时控制了一群激进的学生领袖，并最终将水牛城

警察召回校园。周日清晨，也就是这场危机进入到第11天时，400名水

牛城警察悄悄进入校园，各就各位。学生们对这一事件的初始反应是



一系列标志性事件，比如为大学举行一场模拟葬礼。最后，这些学生

向管理层发布了最后通牒，并举行了“军事会议”，来决定下一步如

何行动。在军事会议举办之夜，一大群学生不但辱骂警察，而且向他

们投掷东西。他们聚集在行政大楼前，想要保卫大楼。最终，警察冲

破了层层排列的捍卫者，冲进人群，挥舞着棍棒，打伤并逮捕了许多

学生。

第二天，45名教职员工在代理校长办公室举行了静坐示威。警方

将他们赶离大楼，并将他们逮捕。之后学生们再也没有举行示威活

动；然而，教职工理事会因自己的同行被逮捕而被激怒，通过了一项

对管理层的不信任提案。

在这学期剩下的时间里，我们可以看到为重新整合校园所做出的

大量努力，这些努力还算成功。成立了一个由学生、教职工和校方管

理层代表组成的委员会，讨论罢课委员会提出的要求及相关事宜。该

委员会提出了几点建议，这些建议被采纳为校园政策，包括废除预备

役军官训练团[28]。

群体变化的本质、来源及其影响

当小型群体、组织或国家卷入冲突争斗之中，这些集合体（就是

我们所说的群体）往往会在至少6个方面发生变化，推动冲突的升级循

环。

首先会发生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冲突双方的普通

成员对另一方的敌意越来越深。部分原因在于双方的极端主义分子相

互争斗，制造出一系列影响恶劣的事件，从而激怒很多原本持温和态

度的群体成员转变为极端分子。水牛城大学危机就证明了这一过程。

最初冲突只发生在校园激进分子和持有防暴设备的校警之间，而这一

对抗向双方成员都发出了警告，双方成员都加入到这场摩擦之中，制



造出更多的极端事件，也让更多的人变得更偏激。最终，校内出现了

极化现象，形成了两大相互敌对的阵营：一边是大部分的学生和教职

工，另一边是大部分的管理层成员。

日常的群体讨论有时也会激发群体极化。研究表明，当群体成员

共同持有某种观点（某种态度或知觉），并互相讨论时，这一观点就

会变得更为坚定（ Moscovici & Zavalloni ，  1969；Pruitt ，

1971）。我们可以用两个主要机制来解释这一现象（Isenberg，

1986）。一是群体成员听到了其他成员相同的观点及支持这些观点的

论证。当他们发现其他成员赞同自己的观点时，不但觉得自己的观点

得到了证实，而且还了解了那些对自己有利的新证据。二是在群体内

部形成了一种竞争现象，所有人都努力持有一种看法，而至少在群体

支持的方向上，这种看法与大多数普通群体成员所倡导的看法一样极

端。作为这两种机制的结果，很多成员都会将他们的观点转向群体一

开始就支持的方向。如果冲突继续下去，就意味着群体讨论会让群体

成员对另一方变得越来越敌对，而且越来越想采取行动。

冲突的第二个普遍性结果就是形成好斗的群体目标。比如，冲突

一方的夙愿是要打败甚或毁灭对方。这些目标源自冲突的经历，并进

一步激化冲突。此外，由于众多个体的行为能相互配合，因而群体能

采用个体无法实施的方式来追逐目标。群体成员内的劳动分工能为群

体实现自己的目标助力，使得群体能完成一些高度复杂且具有争议性

的常规事情，如招募和培训一支军队。因此，如果群体成员带有这样

的倾向性，那么群体就会在冲突升级中发挥特别效力。在水牛城大学

危机中，罢课委员会试图关闭所有课堂的决定是最终导致冲突大幅升

级的群体目标。

第三种变化是失控规范的形成，这些规范助长了争议的斗争解决

方式（Raven & Rubin， 1983）。规范是指任何被多数群体成员视为



“正确思维”的态度、知觉、目标或行为方式。规范被教授给新的群

体成员，并且强加于那些似乎对其质疑的老成员身上。本章先前所提

及的大部分心理变化——包括负面态度、不信任、零和思维以及不愿

与另一方沟通——都能成为规范的主题。当这一切发生时，这些规范

就获得了力量和稳定性。它们成为群体的传统而非个体私自拥有的观

念，因而更有可能促成升级。这样的事情曾发生在冷战早期的美国。

我们先前提到过，在冷战期间，反共产主义阵营对美国人施加压力，

就是一个佐证。

第四种能推动升级的变化就是群体认同和群体凝聚力（团结）的

形成。群体具有凝聚力以致群体成员感受到群体的吸引力。

凝聚力以三种重要的方式来影响群体行为。它推动了成员对群体

规范的从众（Festinger et al.， 1950），而这种从众是因为群体内

部沟通的加强（Back， 1951）；群体成员对群体排斥的恐惧

（Festinger， 1950）；以及凝聚力强的群体所具有的特别强烈的社

会压力（Schachter， 1951）。凝聚力强的群体在追逐目标时，也能

做出强硬的举措。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凝聚力强的群体成员尤其坚信

他们事业的正确性，以及他们群体行为的有效性（Janis， 1972；

Kriesberg， 1998）。水牛城大学罢课委员会就是具有所有这些特点

的高度凝聚的群体。

出于以上这些原因，我们能预料到，群体的凝聚力会将本章先前

讨论过的心理状态的效果扩大化或使之成倍增加。在一个凝聚力强的

群体中，如果面对外部群体的态度是负面的，那么这些负面态度就会

特别强硬。如果另外一个群体得不到信任，或被视为一种威胁，那么

凝聚力就会加强这些知觉。如果凝聚力强的群体以打败另一方为目

标，而且为此采用那些容易引起争议的战术的话，那么该群体就会在

这一方向上发动一场特别有力的战争。



容易引起争议的冲突可以加强群体的凝聚力，这一点已经反复得

到了研究的证实（Dion， 1979；Ryen & Kahn， 1975；Worchel &

Norvell， 1980）。由此可以断定，凝聚力的提升是升级循环的另一

种机制，它源自先前的冲突升级并使升级得以持续。我们得出这一结

论，并不是说凝聚力本身就推动了对抗或升级。研究证据（Dion，

1973）并不支持这样一种观点。问题的关键是，容易引起争议的冲突

推动了凝聚力，而凝聚力强的群体卷入容易引起争议的冲突时，会变

得特别好斗。

参与剧烈冲突的群体的第五种常见变化是，好战的领导人接管权

力（Sherif et al.， 1961）。大部分群体都有领导者，部分领导者

是经过正式任命的，也有部分是那些没有正式头衔但却有强烈影响力

的人。领导者之所以能取得领导地位，通常是因为他们与群体成员的

主流情感存在共鸣，并且也擅长于从事群体为之奉献的那些活动

（Hollander， 1978）。这一点既适用于那些冲突中的群体，也同样

适用于那些从事其他活动的群体。如果冲突涉及谈判，那些熟谙讨价

还价技术的人就可能会脱颖而出。但如果冲突涉及严重的斗争活动，

那么领导权就更有可能落入到好战分子手中，因为这些好战分子会反

映成员的愤怒，并建立战斗力。这些个体会对敌对方形成特别强烈的

负面态度和知觉，而且对己方提出的要求尤其强硬。因此，他们一旦

接管权力，就往往会强化并扩大群体对极端战术所做出的承诺。

在水牛城大学危机中，双方的领导层都发生了这种变化。随着校

警殴打学生会中的几名示威者，冲突开始变得白热化。首先，学生会

的干事们试图掌握校园的领导权，承诺和大学的管理层进行谈判。然

而，由于学生们对校方的管理层极为愤怒，以至于他们将学生会干事

们抛在一边，反而支持一群先前并不具有很大影响力的激进分子。大

学的管理层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一名想要调解双方矛盾的副校长被



排斥在决策层之外，而其他一些鼓动对学生采取更加严厉措施的领导

成员变得更具影响力。

除了设计战术对付反对方之外，身处冲突中的群体领导者通常会

污蔑反对方的形象，来督促群体成员对争斗作出更大的贡献（Bowers

& Ochs，1971）。比如，在波斯湾危机时期乔治·布什总统就将萨达

姆·侯赛因与希特勒相比。

第六种发生在正在升级的冲突中的群体变化就是好战的亚群体的

形成。这样一种亚群体有时从属于一个很有序的组织，比如成为一个

处理新出现的冲突的新部门。有时它是一个全新的机构，就像水牛城

大学罢课委员会的建立。

社区的变化

当两个个体或群体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其他的社区成员就往

往难以再保持中立。他们往往会支持或加入其中一边，这种现象称为

社区极化（community polarization）。社区极化是冲突循环的另一

个环节——它生成于早期的冲突升级，并推动了后期的冲突升级。

冲突升级有两种途径造成社区极化。其一，投入争论的参与者会

动员中立的社区成员，强烈要求旁观者做出决定，他们是“支持还是

反对我们”。其二，升级战术的使用往往会令更广泛的社区感到烦扰

或恐惧。当人们相互咆哮、破坏对方财产、或者相互伤害之时，中立

方极难保持无所谓的态度。在这些情形下，中立方会倾向于寻找过失

方，并支持与自己关系更为密切的那一方，或是看似更不应遭受谴责

的那一方。

社区极化推动冲突进一步升级有两个原因。其一，新的支持者和

新的招募行动会给双方的个体或群体增添新的力量。他们不但提供了



人力、物力和金钱，而且使得群体更有信心地认为，自己的立场不但

合理有效，而且会取得胜利，更容易为自己采用的严重争斗战术辩

护。其二，社区极化将一个社区分成两个对立的阵营。当那些维系两

个阵营间的纽带遭到破坏时，各阵营内部的纽带却变得越来越坚固

（Coleman， 1957）。这不但会造成群体成员的分裂[29]，而且会造

成中立的第三方消失不见，而第三方原本能调停和缓和矛盾。

社区极化会造成由少到多的转型。比如冷战期间，大部分国家都

感到必须在美苏之间做出选择。同样在水牛城大学危机期间，很多身

处更广泛的水牛城社区的成员或者选择站在学生一边，或者选择站在

管理层一边（其中大部分都投向管理层的怀抱）。2001年整个世界变

得两极化，大部分政府都表示支持美国针对阿富汗塔利班政府的战

争，而很多阿拉伯世界的人则支持塔利班。很显然，战争方之一的美

国发动了这场战争，就像布什总统所宣称的，世界各国不得不做出选

择站队：“你支持还是反对我们。”

总结和结论

本章介绍了第三个冲突模型，即建立在冲突螺旋模型上的结构变

化模型。我们描述了那些卷入冲突的个体和群体及他们所属的社区发

生的一系列变化。在冲突升级循环中，这些变化都只是不同的环节：

它们源自先前的升级，并且推动了进一步升级。比如升级循环可能起

始于冲突一方认为己方受到了另一方的侮辱。如果这件事让冲突一方

感到愤怒，并且感到自己是否胜任这一形象受到威胁，那么这些情感

变化就会促使一方回报以侮辱。这种侮辱行径可能会在另一方身上产

生出类似的情感性变化，进而推动了下一个侮辱行为。之后冲突循环

得以完成，但它又能紧接着下一轮循环，导致冲突逐步升级。



心理的变化发生在个体身上，但当这些心理变化在群体成员中普

遍存在时，也影响着群体的行为。除了情感变化（如谴责、愤怒、恐

惧以及感知到的对己方形象的威胁），心理的变化还包括去人性化、

去个体化以及敌对态度、知觉和目标的形成。在逐步破坏那些本可以

阻碍侵犯行为的抑制力量方面，去人性化和去个体化是类似的。冲突

一方能在自己的眼中变得去个体化，这也会逐渐削弱禁忌力量。复仇

目标的形成是一项颇为强大的结构性变化，这种变化能在烦扰发生很

长时间之后，还能导致剧烈的冲突升级行为。

结构性变化也会发生在群体中。群体的变化包括敌对群体目标的

形成、失控规范的出现、群体认同和凝聚力的增强以及好战的亚群体

和领导者的出现。当群体成员由温和转为好战时，群体也会发生极

化，而冲突双方所属的社区也一样会发生极化现象。所有这些变化都

源自先前的冲突升级并且促进了进一步的升级。

情绪性变化是即时的产物，而一旦冲突事件结束后，就往往会迅

速消失。然而，各种结构性变化则往往会持续存在，一直损害冲突双

方的关系。这些滞留的变化使得升级一旦开始便难以控制，并且往往

会推动后来的新一轮冲突和升级。

在本章和第5章我们已经展示了促使冲突升级的机制。在第7章我

们将转而讨论那些使得冲突升级和稳定局势的条件（以便使冲突双方

从冲突升级中全身而退）以及能促使升级平息的结构性变化。

第7章 推动和阻碍升级的条件

第1章我们将冲突定义为感知到的利益分歧，这种分歧发生在冲突

双方或多方之间，他们认为各自的愿望无法协调——也就是说，如果

一方获得成功，就意味着另一方必将失败。我们认为比较温和的冲突



往往是良性的，会促使冲突双方协调各方的利益，并引起必要的社会

变革。然而，严重的冲突却具有破坏性，会导致冲突升级。升级会给

冲突本身带来不好的声誉。虽说小幅度的冲突升级可能具有建设性，

但对于卷入冲突的双方及其所在的社区而言，严重的升级却往往成为

问题之所在。

为理解轻度升级和重度升级的差异，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图7.1中的

两条曲线。这两条曲线描述了冲突对比条件下升级的时间轨迹。曲线A

为轻度升级的个案，伴随着冲突的升级，冲突双方的战术和情感一度

变得较为激烈，但是冲突的强度和时间有限，局势很快就恢复到了正

常状态。第5章曾提及丈夫和妻子因驾车而发生的冲突，就是此类冲突

的典型。冲突双方在短时间的争执之后，很快就解决了争端。

曲线B指代的是重度升级个案。冲突双方的战术和情感迅速增强，

达到了更高的水平，而且持续的时间也更长。冷战和水牛城大学危机

就是此类冲突的典型。

图7.1　冲突对比条件下的升级路径。曲线A为轻度升级个案，而曲线B为重度升级个

案。



本章和第8章我们将关注决定冲突升级的过程及条件，具体而言A

曲线和B曲线背后的机制有何不同。请注意，这两条曲线有两点差别：

其一，与A相比B中的冲突会更快地上升到一个较高水平。这是本章所

要讨论的主题，关注轻度或重度升级发生的决定因素。其二，与A相比

B中的冲突保持升级状态持续的时间更长。这是第8章要讨论的主题，

关注升级的持续性。

轻度升级

下面这个故事我们会看到另一种按照曲线A进行的冲突升级，这是

一名大学生在讲述自己与一位朋友的短暂争执（Kim， 2002）。

我正在自己的房间里和一群同学为化学考试而备战。晚上11点，

大伙都要休息了。我们开始放音乐，讲笑话，放松一会儿。这时，一

个同学离开了，当他回来的时候，发现门从里面锁上了。大伙儿开始

逗他，不让他进门。突然间，他开始在外面踢门——一直踢……直到

把门踢破，锁和门都被踢坏了。这真把我给气着了。我跑到他的房

间，开始踢他的门。他紧紧跟着我，但却什么都没做，只是看着我踢

他的门。在使劲踢了几脚之后，我停下来，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点傻

气。但我感觉不错，因为释放掉了对抗情绪。他开始大笑，说如果我

把门踢破，我们就都得为坏锁赔钱。他说 “对不起，”然后就没事

了。后来，我们就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一样。

重度升级

我们可以用“冰球场风波”（Rink Rage）这一案例，来印证曲线

B的发展路径。在“冰球场风波”事件里，一位年轻冰球队员的父亲杀

死了另一位队员的父亲。这场冲突原本始于一场小型争论，之后迅速

升级为相互间大喊大叫，进而发展到相互推搡，最后发展到一场致命



斗殴。结果是，一个男人死了，而另一个男人则因过失杀人而被判

罪，两个家庭从此破裂。

据报纸的记载（Daniel，2002），案发当日马萨诸塞州林菲尔德

的迈克尔·科斯汀（Michael Costin）正在看一场没有身体接触的冰

球比赛，他的三个儿子和儿子的两个朋友都参加了比赛。科斯汀请求

托马斯·浚泰（Thomas Junta）的儿子——当时他所穿的冰鞋码数为

10号半——和他的一些朋友来参加比赛。他们都来自马萨诸塞州的芮

丁。比赛越来越激烈，孩子们相互打了起来。据报道，当时浚泰注意

到，科斯汀对这些打斗视若无睹，没有采取任何制止性行为，于是就

对科斯汀大声喊叫，希望他来控制局面，但是科斯汀只是回应道，

“这是冰球赛！”两人为此争吵了几句。浚泰声称，当他的儿子正打

算离场的时候，林菲尔德队的一名球员用肘弯撞了孩子的侧脸。他带

着儿子和儿子的朋友们去了更衣室，敦促他们尽快离开是非之地。随

后科斯汀出现了，两个男人开始相互争论、咒骂、并大喊大叫。很

快，两人就扭打在一起，但一些成年人将两个人分开了。一名冰球场

工作人员让浚泰离开更衣室。浚泰离开几分钟后又转回来，据说是因

为担心儿子的安全。至于谁先打出第一拳，证人之间的证词是相互矛

盾的。有人说，是科斯汀先出手的，而浚泰回击了三拳，而另一些证

人则证实说，122.5公斤的浚泰走回到冰球场中，当着那些恐惧的孩子

们的面，用膝盖将68公斤重的科斯汀压在地上，不断地用拳头猛击。

科斯汀再也没有恢复意识，一天后，因受到严重的头部创伤而死亡。

升级的基本前提

与宿舍破门事件不同，冰球场风波历经了冲突螺旋的几次反复，

变得越来越严重，直至悲剧发生。这样一种失控的升级有两大前提，

即很大的冲突规模和局势的不稳定性。



冲突规模

第2章我们曾指出，当双方的愿望既强烈又坚决，而且可供选择的

方案对双方而言都没有什么利益时，冲突规模会变得很大。这种情况

下，双方都不可能考虑让步，而问题解决策略看来也没有希望得到采

纳。因此，争斗策略看上去是获取成功的唯一路径。给对方施压显得

尤其有必要；所感知的冲突规模越大，有必要采用的争议战术看来就

越严重。实际上，如果冲突一方采取了容易引起争议的行动，往往会

引起对方类似的回应，冲突螺旋就此开始。

在冰球场风波中，冲突规模是问题的一部分。科斯汀和浚泰在对

待如何玩冰球这一问题上，持有不同的看法，而他们各自的立场是如

此坚定，乃至形成了一条似乎无法逾越的鸿沟。这种坚定的立场可能

部分源自第6章讨论过的形象威胁。两个男人都不退让，因为退让则意

味着软弱。男性之间的冲突中各方对形象威胁的关注极为常见，尤其

是有一群男性观众围观冲突双方时（Felson，1982）。冰球场风波正

是如此。

然而，这一切都不足以解释本次事件中发生的极端暴力现象。人

们常常会惹上麻烦，但却很少有人因此遭到杀害。接下来我们必须看

一下不稳定性的来源，以便对所发生的事件做出全面解释。

不稳定性

本章大部分篇幅都将集中探讨不稳定性。不稳定性是指在冲突一

方认识到某种利益分歧或者面对另一方容易引起争议的行为时，推动

己方采取严厉行动的那些情况。如果微小的利益分歧或挑衅就能促使

冲突一方或双方采取严重升级的行动，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局势是高度

不稳定的。不稳定性的对立面就是稳定性（stability），描述的是那

些冲突并不容易升级的局势——看上去往往像图7.1中的曲线A。稳定



性是相对而言的，如果冲突或是挑衅达到一定程度，即便是最稳定的

局势也可能会发生冲突升级，而在极端不稳定的局势下，哪怕出现些

微的冲突迹象，也有可能促使冲突升级。

不稳定性有三种基本类型。一是对烦扰或威胁产生过度反应倾

向。比如那些处在警觉或紧张心理状态的人，尤其可能在面对挑衅的

时候变得愤怒。在冰球场风波中，冲突一方（或者是双方）在兵戎相

见时可能正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在职场或家庭生活里遇到了困难和

问题——于是就对另一方的争议行为反应过度。这种反应过度倾向往

往源自冲突一方容易产生某种结构性改变（第6章曾讨论）。

不稳定性的第二种基本类型是对攻击行为抑制的减少[30]。比如

我们都知道，共同的群体成员纽带、友情或者冲突双方之间的相互依

赖往往会抑制——或者说限制冲突一方——采用那些容易引起争斗的

严重战术。这些约束力是稳定性的源泉，正如在宿舍破门事件中，故

事的主人公是朋友。然而，如果这些约束力消失或减弱，冲突出现时

冲突一方就可能会采用冷酷的战术。在冰球场风波中，我们绝不会相

信科斯汀和浚泰相互认识，因而他们之间也就没有约束力。

不稳定性的第三种基本类型就是冲突管理能力的降低。如果冲突

双方都愿意并且能讨论他们的差异性，或者第三方能维持秩序，那么

局势也往往是稳定的。在冰球场风波中，两个男人都感到非常生气，

因此不可能坐下来进行理性的讨论。在冲突的某个点上，第三方曾经

实施过控制，将他们两个拉开，并且让浚泰离开。然而到事件的最

后，当科斯汀被杀害时，并未出现有力的第三方干预。

不稳定性的这三种基本类型都能促使冲突双方对挑衅产生激烈反

应，而这些反应就是图6.1（读者可以回去看这张图）中的冲突螺旋

（升级循环）的基石。如果条件促使冲突一方对另一方的挑衅产生激



烈反应（在图中激发了路径C和/或D），那么升级循环将更为迅速地转

型，并发生更快速、更广泛的升级。如果条件也促使另一方对冲突一

方的挑衅产生激烈反应（激发路径A和/或B），升级循环就会变成一个

名符其实的飞轮。冲突一方对来自另一方的挑衅反应激烈，引发了针

对另一方的挑衅行为，从而引致另一个升级循环的开始。如果激烈反

应不但针对另一方，而且也针对那些被视为与另一方等同的人（如家

人、同事或是族群成员），比如许多年来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

的冲突升级，那么这样的升级就可能会无限延续下去。

本章将在四个标题下——即情境、冲突双方、冲突双方之间的关

系及冲突双方所处的社区——查看那些推动稳定性或不稳定性的条

件。通过激活或消解上述一种或多种升级基本类型，所有这些条件可

以发挥作用。本章最后会特别谈到威胁起到的稳定性作用。

情境的特征

攻击行为的研究（参见Berkowitz， 1993；Geen， 1990）可以帮

助我们了解哪些情境会促使一方对另一方的挑衅行为产生激烈反应。

我们从中区分出两种条件：一种条件影响的是，面对另一方的挑衅行

为，冲突一方产生的愤怒情绪到底会发展到何种程度，另一种条件影

响的是，此种愤怒表达为行为的程度[31]。我们返回头去看图6.1，第

一种条件可以视为影响了路径C（或者其对立的路径A）；而第二种条

件可以视为影响了路径D（或者其对立的路径B）。

自律神经系统的唤醒会造成过度反应的倾向。如果人们在被激怒

的状态下，将这种唤醒归因于挑衅，那么就会变得更加愤怒。这意味

着，假若冲突一方最近有类似的经历，冲突就更有可能会升级，即便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以至于该方并不知道唤醒源在哪里

（Zillmann et al.， 1974）。与民间看法不同的是，举行一场快速



篮球比赛更有可能会激化而不是平息冲突。如果冲突一方处于性兴奋

的状况下（Zillmann， 1971），或遭到巨大的噪音的烦扰（Geen，

1978），或深受大气污染之苦（Rotton & Frey， 1985），就更可能

发生冲突升级。

自律神经系统唤醒所带来的愤怒效果，往往会在唤醒消失之后还

持续很长的时间（Bryant & Zillmann， 1979）。比如，如果冲突一

方在被另一方挑衅之前恰好处在唤醒之中，那么该方在数月后攻击另

一方的可能性就会增强。这大致是因为，最初的愤怒为唤醒所强化，

转变成为某种负面态度或目标，从而一直持续下去。

如果冲突一方最近在某种其他情境下愤怒过，那么就更可能会对

挑衅产生过度反应。压抑的愤怒会将该方变成紧绷的弹簧，时刻准备

着将愤怒宣泄到另一方身上。例如，伯科威茨等人（Berkowitz，

Cochran & Embree， 1981）发现，那些被迫将手放在冰冷的水中的被

试，对待同伴时比那些只将手放在稍微有些冷的水中的被试产生更大

的敌意。

与之相反，愉快的经历往往会对那些因挑衅而产生的攻击反应起

到阻止作用。幽默（Baron， 1978）、适度的情色刺激（Baron &

Bell， 1977）以及柔和悦耳的音乐（Konecni，1975），大概能给冲

突一方带来好心情，从而通常可以减少攻击行为的表现。至于愉快的

经验究竟是干预了愤怒情绪的发展，还是干预了愤怒情绪的攻击性反

应的表达，总体说来还不是十分清楚[32]。

饮酒恐怕是最广为人知的冲突升级的前兆。酒吧里的斗殴现象可

谓妇孺皆知。在1948和1953年间，据统计费城64%的谋杀事件都是因酒

精而起（Wofgang & Strohm，1956）。酒精的影响是让当事人将注意

力集中在情境中最显著的刺激物（比如挑衅行为）上，而注意不到到



更广泛的社会情境，以及自己行为对未来的影响（Steele &

Josephs，1990；Taylor & Leonard，1983）。这大致会通过两种方式

产生升级效果，一是使挑衅看上去变得更加激烈，二是减少社会和认

知的抑制，从而增加了冲突一方释放怒火的可能性。

时间压力——快速反应的必要性——也往往会给挑衅带来过度的

攻击反应，进而推动升级（Ohbuchi，1995；Yovetitch & Rusbult；

1994）。时间压力背后的原因可能与酒精类似。面对挑衅时，人们首

先会注意到挑衅本身，而后才会关注那些可能会抑制攻击反应的更广

泛的问题，比如与挑衅者维系关系的重要性或者反对过度反应的第三

方的观点（Pruitt，1997）。如果存在时间压力，人们往往不会进入

到这一过程的第二个阶段。

释放愤怒的另一个经验就是接触攻击榜样，即发起攻击行为的人

（Baron & Kepner，1970；Wheeler & Caggiula，1966）。观看电视

中的攻击行为也会带来类似的效果，尤其在所描绘的事件是现实中发

生的（Geen，1975），而且这一榜样正在发起报复性的攻击行为

（Geen & Stonner，1973）。攻击榜样释放愤怒的原因可能是，愤怒

的表达通常会受到强力规范的控制。人们已经知道，社会并不赞成攻

击行为。因而他们往往会对自己的攻击行为感到负疚，或是害怕遭到

批评，并通常会约束自己的愤怒。然而，攻击榜样的出现似乎暂时让

攻击行为得到了社会认同。旧的规范——以及这一规范带来的抑制

——似乎突然间降低了约束力。如果榜样能这样做，为何我不能？这

就使得被压制的愤怒情绪得以表达出来。

攻击行为有时也受到对抗行为的抑制。比如适度的激烈情绪会引

发攻击行为，但是如果情境允许，太过激烈的情绪却会引发逃跑行

为，显然这种反应与攻击行为互不相容（Bell & Baron， 1976）。类



似地，制止小孩因生气而啼哭的最好方法是，用某种愉快的对抗活动

来转移他们的注意力。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例子，对上述观点在实践中的作用进行分析和

总结。假设你正和一名男性同伴一起旅行，一路上他与你不断争论甚

至打架，你能做什么来阻止进一步爆发冲突和冲突升级呢？你可以试

图让他脱离冲突将要发生的任何情境。此外，你还能通过避免噪音、

污染或重体力消耗，试图让他的唤醒保持较低水平。你可以避免挑衅

他，让他与其他人相处时不再像紧绷的弹簧一样一触即发。你还能让

他远离酒吧、暴力电影和电视节目。你也能采用非暴力的问题解决方

法，以便给他提供和解行为的榜样。最后，你还能试着让他沉浸在各

种愉快的活动之中，让他保持好心情，并鼓励他采用那些与冲突升级

不相容的反应。

冲突一方表达愤怒情绪的首选目标就是给自己带来厌恶感而遭到

谴责的另一方。然而，这种愿望却往往无法付诸实施。给冲突一方造

成烦扰的另一方可能被很好地保护起来，或者其做法本身情有可原，

因而并非罪孽深重，或者根本就找不到有罪的另一方。在这些情况

下，冲突一方想要惩罚的愿望就会为另一个攻击目标取代。一个人如

果不能殴打暴怒的老板，就会对某种微小的不如意反应过度，比如冲

着配偶大喊大叫，或者去踢一只猫。

霍夫兰和希尔斯（Hovland & Sears， 1940）的一项研究验证了

这种替代现象。他们发现，在49年的时间里，美国南部的棉花价格和

黑人被执行私刑的数量之间存在负相关。棉花的价格越低，私刑数量

越多。研究者推测，白人农场主因棉花市场价格的下降而感到失望，

但不能合法地攻击那些低价买进的商人，于是转而向那些触手可及的

替代目标宣泄情绪，而黑人就成为这样的目标。在其他研究中也能看

到替代攻击现象的证据。比如，那些曾在儿时遭受过虐待的儿童长大



成人后往往会带有攻击性（McCord， 1986）。他们在心底里对这些虐

待感到愤怒，并在未来的生活中将这些愤怒宣泄到他们遇到的人身上

[33]。

冲突双方的特征

个体卷入冲突时，人格、年龄或性别差异也非常重要。冲突个体

的行为也会受到他们用于分析自身争议的冲突范式的影响[34]。文化

也会造成人们处理冲突方式上的差异。如果想要了解发生在同质性群

体之间的群际冲突，这些变量是重要的。此外，一些稳定的群际差别

也会影响着群体处理冲突的方式。

人格差异和童年经历

针对攻击的研究表明，冲突涉及某种特定人格倾向时，冲突螺旋

尤其可能发生。有证据表明，面对挑衅产生攻击反应时，存在一致的

个体差异（Geen， 1990）。有些人特别容易激怒，哪怕对于微小的挑

衅也会报之以愤怒（Berkowitz， 1993）。这些人包括那些进取心十

足、以成功为导向的“A型人格”者，他们往往会在别人妨碍自己时，

产生过度反应（Carver & Glass，1978）。有些人特别容易冲动，一

旦愤怒情绪被唤醒，他们就会反应过快，以至于抑制因素来不及发挥

作用，并且很容易就表露出愤怒之情（Hynan & Grush， 1986）。还

有些人对那些影响他们优势或胜任能力的形象威胁极为警觉（Toch，

1969）。比如，那些拥有高度但却不稳定自尊的人们很容易被激怒，

并常常会产生攻击反应，以弥补形象上的损失（Baumeister et al.，

1996）。所有这三种类型的人们都极有可能卷入冲突升级序列之中，

并常常最终会伤及自己和他人。



有些人格特质有助于维系人际关系的稳定性。比如在激怒状态

下，那些具有较高社会认同度需要或者对攻击行为产生负罪感的人们

往往会低调反应（Dengerink， 1976）。这些研究表明，攻击反应以

及因此而导致的升级可能性，会在那些具有坚持社会规范强烈动机的

人身上有所减少。此外，也有证据表明遭受挑衅之时，对他人的共情

也会抑制复仇行为（Rusbult et al.， 1991）。富有同情心的人对他

人的需要是敏感的，这会让他们在伤害他人利益之前三思而后行，即

便这种伤害看似有一定的道理。因此，他们卷入冲突升级的可能性更

小。

以上讨论的人格特质至少部分与童年经历有关。如果儿童因自己

的攻击行为而受到奖励，那么他们长大之后就更有可能卷入冲突螺旋

（Berkowitz，1993）。如果儿童遭到成年人的拒绝和粗暴对待，长大

之后也会产生这样的结果。这可能是因为替代作用；也就是说，虐待

会让儿童的内心感到愤怒，而在今后的生活之中将这些愤怒宣泄到其

他人身上。成人的拒绝行为如果还伴有监管不力和训诫的前后不一

致，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儿童就特别有可能表现出攻击行为（McCord，

1986）。此外，父母整天争吵打斗环境下长大的儿童往往会具有攻击

性（McCord， 1986）。

人格因素能帮助我们了解冰球场风波的悲剧吗？关于这一问题有

研究为证。科斯汀和浚泰的过去问题重重（“一项公正的裁决” ，

2002），包括袭击他人的历史。这就意味着，他们骨子里有对他人的

挑衅过度反应的倾向，或者说对攻击性反应缺乏正常的抑制力。

年龄和性别差异

美国20到30岁之间的青年男子特别有可能卷入谋杀案，成为杀人

犯或者被害人（Berkowitz， 1993），也就是说，他们尤其有可能发

生严重的冲突升级。巴斯（Buss， 1999：293）对类似的资料进行了



诠释，认为“最好的暴力性攻击预测指标（之一）就是年轻男性在人

口中所占的比例。”这一点有助于我们了解美国的9·11袭击案。恐怖

分子都来自阿拉伯世界，“那里正呈现出大规模的年轻人激增现象，

在大部分阿拉伯国家里，25岁以下的人所占人口比例过半（Zakaria，

2001：32）。”

另一些研究则支持了巴斯在性别方面得出的结论。总的来说，无

论是在身体还是语言上，男性都要比女性更具攻击性（Eagly &

Steffen， 1986；Felson，1982；Ohbuchi & Tedeschi， 1997）。不

过，这些结论却明显不适用于长期非法的烦扰情境。研究表明，在这

些情境下，女性的抗议程度要超过男性（Da Gloria & De Ridder，

1979；Mikolic et al.， 1997）。

冲突双方采用的升级模型

在第5章和第6章我们介绍了三种升级模型——争斗者-防御者模

型、冲突螺旋模型和结构变化模型——从而便于对冲突进行学术分

析。然而，这些模型也能视为冲突参与者思维模型——这些概念有助

于冲突双方对冲突中所发生的事情进行诠释。所有这些模型都说明了

冲突将升级到何种程度。

坚信争斗者-防御者模型对冲突的解释，往往会为冲突螺旋的恶化

推波助澜。冲突一方知道事态正在升级，但却并未看到这是己方对另

一方升级的一种反应，而另一方升级也是对先前己方升级的一种反

应，而是将己方的升级行为视为对另一方长期不断的烦扰所产生的合

理反应，并且会进一步加强自身的行动力度，以图让对方停止行动。

在冲突一方的眼中，另一方才是问题的根本来源，而自己只不过是做

出反应而已。如果另一方也用争斗者-防御者模型来解释冲突的话，那

么也就有可能进一步加强自身的行动力度，引发新一轮争斗活动。



如果冲突一方认为自己正处在冲突螺旋之中，或正面临进入冲突

螺旋的危险，那么就会产生反效果，削弱或阻止冲突螺旋，以避免冲

突升级（Richardson，1967）。这种分析方式可能会让冲突一方降低

对另一方攻击行为的反应水平，态度变得温和，以期获得另一方对己

方反应的回报（Tetlock， 1983）。冲突一方会像鸽派（保守派）那

样行动，而不会像进行争斗者-防御者分析的鹰派（激进派）那样行

动。

到底是保守派还是激进派正确，需要看具体的情境。如果保守派

认为他们处在冲突螺旋之中，并且这种看法是正确的，那么就能通过

去升级化来避免冲突。比如，1977年埃及总统萨达特认为，自己的国

家卷入了一场与以色列的冲突螺旋，于是就以个人去耶路撒冷旅行的

方式做出了善意的姿态。这一行动开启了两国关系的去升级化螺旋，

最终使得两国外交关系恢复正常。

然而，如果激进派是正确的，那么温和的且带有安抚性质的姿

态，就可能会造成对手加大力度，迫使冲突一方做出让步。比如，

1961年中国军队在包围印度的侵略据点后撤退，以表达自己努力渴求

和解的愿望。但不幸的是，印度领导人“将中国的撤退看成是胆怯的

标志，因而变得更为大胆，尽可能多地侵占存有争议的东段和西段领

土”（Lebow et al.， 1984）。

由于激进派和保守派都可能在某些时候判断正确，对于群体而言

（包括组织和国家），明智的举措就是，在他们的成员中既发展保守

派，又发展激进派，并且允许双方经常进行长期的争论。不过，需要

牢记于心的是，激进派的分析往往更加大众化，这种分析会使得冲突

一方的自利倾向增强，认为自己不可能犯错，因此另一方一定是“攻

击者”。因此，发展保守派势力反而成了更困难且带有挑战性的工

作。



冲突一方对己方所经历的冲突做出的结构变化分析意味着第三套

战术的使用。比如，冲突一方可能会试图避免在自己的选区内发生促

进冲突升级的结构变化。因此，假若某位领导人担心一项长期的防御

性措施会变成激进派政策有力的攻击对象，那么就可能会坚持只形成

一项临时性措施，以抵御当前所受到的威胁。结构性改变的分析也意

味着，对于那些为冲突一方所采取，却为另一方所憎恨的行为，重要

的是选择推翻或否定的时机（Pruitt & Gahagan， 1974）。比如，我

们似乎可以合理地假设，如果水牛城大学的管理层为校警起初的暴力

行径公开道歉，对那些遭到袭击的学生给予赔偿，并对那些最初遭到

逮捕的学生放弃指控，那么校园危机应该很快就能平息。这些行为可

能会阻止罢课委员会的建立。这一时机很重要，因为一旦罢课委员会

成立，而且大批学生已经在委员会中占据领导地位的话，校园就转而

处在严重冲突的扩展时期了。

文化差异

在《荣誉文化：美国南部的暴力心理》（Culture of Honor: The

Psychology of Violence in the South）一书中，尼斯贝特和科恩

（Nisbett & Cohen， 1996）论证道，重视荣誉的文化——对于地位

和强硬的公众形象的关注——会促使人们面对挑衅做出粗暴反应。他

们已经证实，荣誉文化能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为何美国南部白人男性

的凶杀率要远高于北部白人男性。这种区域差异仅仅存在于因某项争

论或争吵而引发的谋杀案件上，这些案件中当事人的荣誉往往面临极

大的危险，而在那些因抢劫或偷盗等行为而导致的谋杀案件中，则不

存在这种区域性差异。还有，虽然总的说来，美国南方人和北方人在

对暴力行径的支持度上相差无几，但是在荣誉事件上——诸如保护自

己或自己的家人免受侮辱——南方人比北方人更支持采用暴力。此

外，南方人在受到侮辱时，与北方人相比，表现得更为愤怒，压力荷



尔蒙改变更多（皮质醇水平升高），以及攻击性准备（睾丸激素水平

升高），并且会更具攻击性地对待另一个人。

为什么荣誉文化更多地表现在美国南部而不是北部呢？按照尼斯

贝特和科恩的说法，这与源自牛群的安全困境有关，也就是与美国南

部地区的经济状况有关。牛群是一种便于运输的资产，因而很容易成

为偷窃的目标。由于在经济发展初期法律的执行力度很弱，因而个人

就必须树立一种声誉，以便在遭到威胁时，时刻准备着以暴力进行还

击。发展到最后，即便是微小的怠慢都不能糊里糊涂地去对待，因为

容忍这些小事情可能会招致进一步的冒犯，并最终会失去整个牛群。

这一困境植根于这样的事实，即理性的个体在自我防御中努力打造自

己的硬汉形象，而这些努力却引发了社会整体的非理性结果。由于人

人都处在一触即发的状态，因而会发生诸多致命的争斗，而这些争斗

原本是可以避免的。荣誉文化普遍存在于畜牧社会中，就是这一理论

的证据（Nisbett & Cohen， 1996）。

在美国南部，尽管形成荣誉文化的条件——即牛群和脆弱的法律

实施力度——已不复存在，但此种文化仍旧具有持久的影响力。人们

仍旧希望对那些怠慢自己荣誉的事件实施报复，即便这样做不再会给

自己带来经济利益。

类似的荣誉文化也存在于很多贫困的内城黑人社区中。在这些地

区，暴力仍是处理冲突的主要手段，尤其是当冲突涉及侮辱之时。年

轻人的争斗往往起始于一件小事，即他们中一方认为自己“未获尊

重”。安德森（Anderson，1999）将这种文化称之为“街头规则（the

code of the streets）”。

这一内城文化也部分源于安全困境。在这些街区各种犯罪行为猖

獗，而警力却并不十分有效。因此，人们必须通过树立硬汉声誉来保

护自己。而且，除了建立这种声誉之外，也几乎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能获得地位和尊重了。即便面对最轻微的侮辱（如对方注视时间过

长），人们（尤其是年轻的男子，也包括越来越多的年轻女子）都会

报以粗暴的、有时甚或致命的暴力，从而赢得尊重。这种街头文化的

核心价值观就是获得尊重。因此，很多年轻的男性都渴望成为“街头

最坏的家伙”。

群体的特征

群体间的冲突要比个体间的冲突更容易升级。只要存在内群体和

外群体，外群体就会成为负面知觉和歧视的对象（Crocker et al.，

1987；Tajfel， 1970），而且对稀缺资源的争斗更为激烈（Komorita

& Lapworth， 1982）。研究还发现，与个体相比，群体受到烦扰之

时，会更加坚决地进行抵抗，并且更加粗暴地实施报复（Jaffe &

Yinon， 1983；Mikolic et al.， 1997；Rabbie & Lodewijkx，

1995）。在囚徒困境中，群体也表现出较少的合作性（Schopler &

Insko，1992）。有几种理论能对这些效果进行诠释，其中最主要的就

是第2章提及的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该理论认

为，群体要比个体更容易引起争议，因为群体成员的自尊连在一起，

每个群体成员都认为自己的群体要优于其他群体（Tajfel & Turner，

1979， 1986）。

第6章讨论了冲突升级时发生在群体之中的几种结构性改变，这些

改变往往会进一步推动升级。其中最重要的改变就是亚群体的建立，

亚群体专注于争斗、确立激进领导的支配地位以及形成争斗群体的规

范和目标。当存在允许这些改变发生的条件时，升级更有可能发生，

这些条件包括群体成员间的沟通能力，以及是否存在激进的领导层。

先前的升级和结构变化



第6章讨论过大部分的结构变化，一旦结构发生变化，就往往会持

续下去。这些改变包括敌对态度和知觉、敌对的个体和群体目标、激

进的亚群体和领导者以及社区极化。严重的冲突往往最终会逐渐减

弱，问题至少得到了部分解决或是最终被遗忘，不再使用或暂时搁置

严重的战术。然而，如果结构变化已经发生，那么一旦出现新的冲

突，这些改变就会使得情况变得更加难以掌控（Coleman， 1957）。

冲突一方一旦产生敌对态度或知觉——包括怀疑、去人性化、憎恶

等，就会更容易误解另一方的挑战，或者反应过度。激进的领导一旦

掌权，就会在出现新问题时迅速采取行动。此外，一旦社区产生两极

分化，要在针锋相对的观点之间解决新冲突就会面临重重困难。

这意味着，先前的升级及其带来的结构性改变，会成为未来不稳

定性的来源。当新的冲突出现之时，这些变化往往会使升级更可能发

生，而且更为严重。

冲突双方之间关系的特征

社会约束

正如第3章所述，社会约束（Social Bonds）往往会促使冲突双方

选用让步策略和问题解决策略。这些约束也减少了冲突争斗之术的采

用，尤其是那些较为严酷的战术。因而，社会约束是社会关系稳定的

源泉之一——它减少了冲突升级的可能性。这里讨论的约束包括积极

态度、尊重、信任、友谊、亲属关系、感知到的类似性、共同的群体

成员身份、共同的族群和文化认同及未来的相互依赖。兰斯福德

（Ransford， 1968）曾经发现，与那些没有和白人交往过的黑人相

比，那些与白人交往过的黑人更不愿意支持使用暴力手段追求种族公

平。这一研究结果证实了，友情会对社会冲突产生抑制效果。研究发

现近亲之间很少发生谋杀行为，这证明了亲属关系的影响（Daly &



Wilson， 1998）[35]。共同的群体成员身份会使冲突双方避免冲突升

级，有两项研究对此进行了佐证：（1）克雷默和布鲁沃（Kramer &

Brewer， 1984）做过一项实验，结果表明，当两个群体的成员将他们

自己视为同一地理社区的成员，而不是分属两个不同的社区时，他们

因公共资源产生竞争的可能性会更低；（2）科尔曼（Coleman，

1957）所进行的一项针对社区冲突的质性研究结果表明，对所在社区

的认同感，往往会对成员们采用那些会造成与其他社区成员分歧的战

术有所节制。

事情的另一面是，社会约束的缺乏会导致社会不稳。特别是存在

感知到的差异、分属不同群体的成员身份、意识形态的差别以及文化

的分歧时，情况尤其如此，因为人们会带着怀疑有时甚至是警惕的眼

神来看待那些与己不同的人。因此，斯特拉奇和施瓦兹（Struch &

Schwartz， 1989）发现，那些在外貌或行为上存在很大差异的以色列

群体之间更有可能发生攻击行为，因而他们不能轻易地脱离一个群体

加入另一个群体。亨廷顿（Huntington， 1996）在大量案例的基础

上，论证了在文化和信仰不同的群体之间，尤其有可能发生冲突升

级。他用 “断层线”（fault lines）一词来描述世界上文化和信仰

不同的群体之间发生联系的一些区域。亨廷顿认为，在这些区域冲突

不但会非常严重，而且会长期持续下去。比如在中东地区，以色列人

（主要是西化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已经相互争斗了若干代。

约束能带来稳定作用，但往往为以下事实掩盖：即那些相互间更

加稳定地被捆绑在一起的人们，往往会有更多的交往，并感到更少受

到礼貌原则的制约。因此，他们至少会在一段时间内，经历更多的冲

突事件，并产生更加激烈的争论。尽管如此，如果冲突持续下去，他

们更有可能选用问题解决策略，而不太可能选用那些残酷的争斗之

术。在一项凝聚力（团结）的实验室研究中，研究者们以两个参与者

为一组，观察到了这种矛盾现象（Back， 1951）。实验发现，当观点



出现差异时，凝聚力更高的一对参与者争论得更为激烈，但最终却达

成了更全面的一致。在成功的婚姻中常常发现这一模式。

依赖　依赖是最复杂的约束力之来源，因而值得我们单独拿出来

讨论。如果冲突一方对另一方产生依赖感，另一方不但对冲突一方特

定的结果具有控制力，而且能根据它所做出的行为是否符合自己的期

望值而对之给予奖励和/或实施惩罚。与其他约束不同，依赖常常是单

向的，也就是说，冲突一方对另一方产生依赖感，而另一方并未对冲

突一方有所依赖。

正如第3章所述，依赖往往会推动当事人选用让步策略和问题解决

策略，并且会抑制当事人使用那些容易引起争议的严重战术（Ben-

Yoav & Pruitt，1984a， b；Heide & Miner，1992）。另一方能给冲

突一方带来的帮助或伤害越大，冲突一方就越得小心，不能提出各种

强硬的要求，或者使用粗暴的战术来打扰另一方。因此，依赖常常有

助于稳定性，特别是当这种依赖是积极的和双向的（冲突双方都能给

予对方奖励）。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和苏联在共同对抗德

国及其盟国的战争中，相互依赖对方以求得支持，他们之间的关系也

是高度合作的，并未发生升级的冲突。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这种

关系就急剧恶化，冷战随之而至。

依赖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如果另一方不予合作的话，这种依赖会

造成冲突的升级而不是稳定。比如，如果冲突一方依赖另一方，要搭

另一方的车子去上班，并且对于另一方而言，为冲突一方提供这种便

利会付出高成本，那么双方的利益就产生了分歧。如果另一方只不过

是偶然提供这种服务，而且冲突一方无法找到另外的便车，那么冲突

一方就可能会采用争斗之术，以努力改变另一方的行为。冲突一方越

依赖另一方，就越会采用更加严重的战术，以图给另一方以难忘的教

训。这可以用来解释，为何朋友和家庭成员之间往往会不顾他们的感



情和共同的群体成员身份约束力，经常性地卷入升级的冲突之中。这

些人之间的依赖度很高，并且存在很多潜在的利益分歧。

约束力的破坏　当冲突升级之时，约束往往会瓦解。关系被生生

切断；爱转变为恨，人们会转而依赖其他人，即那些更容易相处的合

作者。这种结构变化往往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因此，冲突螺旋会继

续，而冲突双方之间的新冲突更有可能升级。简而言之，先前的升级

破坏了群体间的约束力，提高了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

在婚姻冲突管理的研究中能找到这样的证据。痛苦婚姻中的配偶

彼此都对对方带有敌对态度和负面知觉，这些婚姻往往会倾向于负面

的相互作用（negative reciprocity）——对配偶的批评以牙还牙

（Bradbury & Fincham，1992；Rusbult et al.， 1991）。这就意味

着，每次发生新的冲突，无论冲突规模是多么微小，都可能会升级为

新一轮严重的争执。

更广泛社区的特征

冲突双方关系的稳定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自所在的社

区。社区的某些特征（如争论各方的外部支持）促进了不稳定性，并

且构成了冲突升级化的基础。还有些特征（如冲突限制规范和社区间

的横向联系）促进了稳定性，并且倾向于消除或阻碍升级。

外部支持

如果冲突双方都获得了外部支持，或者都获得了社区内部的支

持，冲突往往会变得更激烈，并且更多地表现为冲突升级。比如，两

个邻居之间的冲突往往会因外部支持而恶化。开始时，双方因一条公

用车道的使用问题发生了小争论。之后，双方各自的朋友推波助澜，

使得双方不再妥协，发生了冲突升级。最后，一方家里十几岁的男孩



向另一家的孩子投掷鞭炮，并因此被捕入狱。这一冲突最终得以在社

区调解会议中得以解决。在调解会上双方都发誓说，今后再不听从朋

友们对冲突的建议了[36]。

外部支持有时会以观众（audiences）的形式出现，观众是指那些

旁观争执的人。观众往往并不喜欢冲突，并会试图阻止冲突，比如冰

球场风波的旁观者。但观众并非总是如此。有些观众会从冲突中获得

快感，并且会鼓动当事人升级冲突，甚至会在当事人不想争斗的情况

下，将当事人称之为胆小鬼，威胁他们的形象，以达到升级冲突的目

的。这种推动升级的行为，最常见于那些观看其他男性发生冲突的男

性旁观者。本书第6章曾提及美国州立监狱冲突的案例，可能就存在着

这种情况。严重的升级往往源于这种推动升级的行为（Brown，

1968）。

外部支持也会对群际冲突和国际冲突的升级推波助澜。比如，巴

以冲突之所以自2000年起就严重升级，部分原因在于外界给予双方的

精神和物质支持，这种支持一方来自阿拉伯国家，另一方来自美国。

还有一个现象与之相关，即广泛的社会运动会对当地社区的意见

分歧产生影响。比如，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的激进学生运动，不

但遍布全球的大学校园，而且还鼓舞了那些引发水牛城危机的校园激

进分子。这一事件在第6章有详细介绍。有人认为校外的学生领袖在幕

后操纵着水牛城大学运动，但情况却并非如此。相反，国际上如火如

荼的学生运动为他们提供了精神上的支持和模仿的榜样。的确，1968

至1970年间美国迅速蔓延的学生示威游行运动似乎都包含着“攀比心

理”。某个地区的学生举行游行示威的新闻，使得其他地方的学生相

信，这些运动不但可能发生，并且会取得满意的结果。学生在自己所

在的校园举行运动，到底能给他们带来多少荣耀，部分取决于他们举

行的游行示威运动与其他校园类似运动的可比性。



由此可见，如果在其他社区存在着异议群体参与的全国性或国际

性的运动，社区的稳定性就会降低（Coleman， 1957）。运动一旦开

始，就会形成“覆水难收”的局面。每一次极端行动都会成为其他社

区效仿的范例，之后各个社区竞相仿效，这就形成了链条式反应。比

如在1990年的东欧剧变中，共产主义政权一个接一个被颠覆。

限制冲突的规范

社区规范往往会禁止冲突双方使用粗暴的争斗之术，并规定群体

成员解决冲突的正确方式是问题解决策略或者法院裁决，因而有助于

稳定。“不可含怒到日落”，“爱邻人如爱自己”，诸如此类的格

言，可以作为规制冲突的指导性规范[37]。

像所有的规范一样，对于那些已经很好融入社会的人以及那些感

到社区时时照顾他们切身利益的人而言，限制冲突的规范特别有效。

此外，只要社区有实施规范的能力——也就是说，能了解违背规范的

行为并实施惩罚，那么这些规范对于该社区的其他人也是有效的。当

社会缺乏这些规范时，冲突升级的可能性会加大，这一点我们将在下

文进一步阐述。

限制冲突的制度

大部分社区也以召开讨论会和提供第三方服务的形式，来帮助他

们的成员和平地解决冲突。这些制度能帮助人们以体面和非暴力的方

式解决争端，因而有助于社会稳定（Glasl， 1982）。具体事例包括

立法、司法及调解和仲裁制度。

社区内部的稳定——即冲突不会升级——取决于这些制度是否存

在及其效力。这些制度要发挥效力，就必须在社区成员的眼中显得公

平而且强大，而如果这些制度缺失，或者看上去有失公允，抑或软弱

无力，那么社区成员可能采取自发的治安行动。人们将“自己掌控法



律”，运用残酷的争斗之术，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来解决冲突，因

而导致冲突升级。第6章曾提及的哈特菲尔德—麦科伊家族冲突，就涉

及那些造成冲突严重升级的自发治安行动。这两个家族都居住在山

区，缺乏有效的警力，因而双方都觉得有必要采取直接对立的行动，

进而导致了一场持续十二年的世仇争斗。本书开篇第1章提及的罗德尼

·金骚乱事件，也可以视为自发的治安行动，这种行为源于人们认为

警方处事不公，警察在人们的眼中变成了对手而非保护者。　

感知到的公平性的最重要来源就是发言权（voice），即在决策过

程中拥有话语权。因此，如果当权者看上去倾听了人们的声音，并考

虑了他们的观点，人们就会认为法庭的审判、警察的行为及其工作表

现都是公正的。1965年洛杉矶发生瓦特暴乱[38]之后，研究者们对当

地的黑人进行了访谈。访谈结果证实了话语权与冲突升级之间的关

系。那些认为普通公民不可能影响政府决定的人们，尤其可能会支持

使用暴力手段来追求种族公平（Ransford， 1968）。感知到的公平性

还源自这样一种信仰，即认为当政者在决策时能做到不偏不倚、前后

一致和谨小慎微（Lind & Tyler， 1988；Tyler， 1990）。

当社区内部出现严重分歧时，内部各机构感知到的公平性往往会

集中在一点上，即社区内部的各群体是否都能得到充分的话语权。因

此，安排好权力分享就能带来社区的稳定（Hampson， 1996；

Zartman， 1995）。

作为冲突限制机构，除了要在人们的眼中保持公平之外，还必须

拥有足够的权力——即拥有足够的垄断力量——使得他们能对那些不

愿意听从指挥的人采取措施，否则的话，冲突就可能会升级。近年

来，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了很多族群冲突的升级事件，这些例子向我们

证实，一旦中央政府变得软弱不堪或者声誉扫地，冲突升级随时会发

生。比如，发生在塞尔维亚、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的内战，部分原因



在于执政党失去了民众的信任，以及前南斯拉夫中央政府的垮台

（Bloomfield， 1997）。

社区结构：横向联系对纵向重叠

“社区结构”意指社区成员间各种联系纽带的分布方式。友情、

亲情、族群认同及工作类型等，都是将某些社区成员连接在一起，而

将另一些社区成员分离开来的纽带。

社区的稳定取决于社区成员间横向纽带的联系程度，而这种横向

联系与纵向重叠正好相反（Coleman， 1957）。在一个纵向重叠

（overlapping）严重的社区结构里，各式各样的纽带将同样的人们连

接在一起，也就是说，两个（或多个）群体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各不相

同。天主教徒们可能大都是近期来自意大利的移民，他们干着体力

活，并且居住在一个特定的地区；而新教徒们则主要是那些早先移民

过来的美国人，他们拥有白领工作，并居住在另一个地区[39]。如果

（这的确有可能）这些群体之间既没有亲属关系，也缺乏友情或商业

往来关系，那么我们面对的就是一种重叠度很高，并且非常不稳定的

社区结构。如果在这些没有任何关系的群体间发生跨界冲突的话，那

么整个社区就可能发生极化，并冲突会严重升级。



图7.2　社区1代表了具有纵向重叠特点的社区；社区2代表了具有横向联系的社区

在具有广泛横向联系（crosscutting）的社区结构里，几乎每个

人都与其他人至少有着某种联系。因此，每个宗教群体都有一些人是

管理层成员，而另一些人是普通的工作人员。这两个群体（管理层和

普通工作人员）中有些人是社区的新来者，而另一些人则是老成员。

友情及商业关系几乎和人口统计学特点无关。由于在任意两个（或更

多）个体或群体间的冲突，都会受到他们相互之间的纽带或友情和彼

此同事关系的制约，因而这种结构非常稳定。

图7.2向我们图示了一组纵向重叠度很高的结构（社区1）和一组

存在部分横向联系的结构（社区2）。为了简化问题，我们假设只存在

两种纽带：宗教信仰：天主教（A）对新教（B）以及社会阶级：工会

工人（C）对商会经理（D）。在社区1中，这些维度相互重合，因而社

区由两个不存在任何纽带的群体构成：天主教工人（A， C）和新教经

理（B， D）。在社区2中，社会阶级和宗教存在横向联系。部分天主

教徒是工人（A， C），而另一部分则是经理（A， D）；部分新教徒

是工人（B， C），而另一部分是经理（B， D）。按照我们的理论假

设，社区2要比社区1的结构更为稳定。



在社区2的两个维度中，横向联系加强了社区的稳定。通过工会和

管理层中的宗教横向联系，宗教冲突得到了遏制，而通过宗教组织中

的社会阶层的横向联系，劳资冲突得到了遏制。

横向联系之所以能减弱严重的社区冲突，至少有三个原因。其

一，某些社区成员之间存在的纽带使得他们能约束自己——出现利益

分 歧 或 彼 此 烦 扰 对 方 时 ， 能 避 免 社 区 极 化 和 冲 突 升 级

（Vanbeselaere， 1991）。因此，如果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发生争执，

那么天主教工人就会控制自己，不对新教徒工人采用严重的战术，而

天主教管理层也是一样，会控制自己不要对新教徒管理层采用严重的

战术；而新教徒工人和经理们将采取类似的立场。其二，存在横向联

系的群体成员会试图对本群体之外的其他群体成员实施控制。因此，

在宗教分水岭的两边，工人和经理都会努力限制店主和高中生（这些

人并非存在横向联系的群体成员）去攻击对立的宗教群体成员。其

三，横向联系群体的成员能担当调解人，去实际解决社区问题。因而

天主教和新教的工会成员们就能坐在一起讨论宗教冲突，因为他们同

属一个组织，而那些同属商会经理群体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也一样。

因此，横向联系的成员关系有利于冲突管理。

瓦希尼（Varshney， 2002）曾在印度城市进行了横向联系研究，

他发现那些族群混杂组织居多的城市——如商会、行业协会、政党、

商业群体——要比缺少这种组织的城市，更不太可能发生严重的印度

教与教穆斯林的暴动。他发现宗教冲突隐约出现时，这些组织的成员

就会尽力处理它们。比如，他们会努力平息一方宗教群体针对另一宗

教群体散布的毫无根据的暴行谣言。

格拉克曼（Gluckman， 1955：12）举过两个横向联系的人类学例

子。他发现努尔人（Nuer）远离家乡后，就会成为其亲属和新定居点

居民之间争端的调解人。他这样做可能出于两种动机：一是害怕受到



新邻居的报复，因而会鼓动自己的亲属小心对待；二是“他可能会鼓

动自己的亲属提供补偿，因为他在所居住的区域内拥有很多利益”。

格拉克曼还指出，在那些妻子必须移居到丈夫村庄里的非洲社会中，

婚姻会带来稳定。结婚之后，无论何时，如果该妻子原来的村庄和现

居村庄产生冲突，她都会倾向于息事宁人。在这两个例子中，由于移

居者成为两个群体的成员，因而证明了横向联系能带来稳定。

我们再举个身边的例子。今日的美国可以视为拥有重重横向联系

的社会系统。比如，美国南方和北方之间的对抗，曾经酿成了美国南

北战争，现在因存在数千个强大的全美性的组织——比如共和党和罗

马天主教教会——而得到了遏制。在各个社会阶级之间，以及在大部

分其他的社会分支之间，也存在着重重的横向联系。在这样一个系统

中，几乎不会有什么亚群体的人能形成对抗其他亚群体的旗帜鲜明的

联盟。

以上论断存在一处历史性的例外，即在美国社会中存在黑人和白

人之间的分离现象，这是因为在这些群体之间存在着相对较少的纽

带。按照这里给出的理论，我们能把那些努力将黑人引入美国社会各

个机构的民权运动，看成是发展横向联系的巨大社会工程，这有利于

社会稳定，不管这种民权运动是否是激进分子的目的。

横向联系下中等冲突的影响　横向联系的群体成员理论中还有一

个矛盾的利好因素。在横向联系的情境下，社会群体间的中等冲突的

确有利于社区的整体稳定，这使得严重的冲突不太可能发生

（Coleman， 1957）。假定在美国新英格兰人和意大利人移民居住的

社区里，每个族群中都有部分是管理者（都从属于管理协会和俱乐

部），而另一部分人是劳工（并且都从属于工会）。那么在管理层和

劳工之间发生的小型冲突，将会使新英格兰人和意大利人移民之间的

对抗更难升级，因为工人战线的两方都有两个族群的成员，他们一起



工作，并且知道他们将来可能还必须一起工作。同样，发生在新英格

兰人和意大利人移民之间的小型冲突也应该会削减未来发生在劳资双

方之间冲突的强度。因此——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如果两个群体之

间存在小型冲突，那么双方就有可能避免严重的冲突升级。社会上的

每个人都几乎会将其他人看成是过去或未来的盟友[40]。

我们以美国国会为例，对这一问题进行阐述。在国会这一机构

中，议员总是针对不同的问题结成各种同盟，因此不会出现严重的相

互对立现象。议员彼此保持着谦恭有礼的关系，并且为了能在未来的

联盟中一起工作，遵循着很多非正式的冲突限制规范。今日，可能是

农业州反对工业州，明日，可能就是北部反对南部，而后日，就可能

变成那些希望维持社会项目的议员反对那些希望削减社会项目的议

员。个人永远无法预知在未来的冲突中，到底会需要谁的帮助，因

此，如果让当前的争执失控就很愚蠢[41]。

刚才我们所描述过的那些横向联系体系，都强烈反对冲突升级，

但并非所有的体系都能完全地预防冲突升级。两个群体之间真正严重

的利益冲突会打破任何社会纽带，不论这一纽带多么安全，都会导致

升级失控，并且会产生一系列需要若干年才能修复的敌对行动。

分离社区的去极化　在诸如社区1中那些分离的社区中，有4种方

法能消除极化现象。第一种方法是努力加强对更大社区的忠诚度。在

民族国家中，国旗和国歌就能起到这种作用。第二种方法是设立或加

强一个能使用威胁性或权力来阻止冲突升级的中央权力机构。第三种

方法是煽动对外部敌对势力的敌意。比如，1982年阿根廷占领马尔维

纳斯群岛，就是为了将一个面临分裂的政权以爱国名义团结起来。

第四种方法也是消除分裂社区里的极化现象最好的方法，即鼓励

在分裂双方的个体之间形成某种纽带联系，因而朝着横向联系的方向



转变。无论何时，只要统治群体将那些骚动不安的各派系成员吸纳进

来（招安），让他们参与决策过程，那么就在使用这种方法。利克特

（Likert， 1961）建议道，在组织中使用招安方法，建立跨部门的委

员会，纳入冲突部门的代表。这些委员会中的成员身份将给代表们带

来一种共同的群体身份认同，而委员会会议能让他们对共同关注的事

件采用问题解决策略。这种代表被称为“连环别针”。过去皇族会采

用类似的方法，安排他们的子女与外国的王子和公主结婚，以期换来

与其他国的和平关系。

这种做法会在每个群体中培养出一批骨干，他们反对使用严重的

争斗之术，而当群际冲突爆发时，这些人随时乐意担当调停人。如果

冲突各方的每个“连环别针”都能有助于维系社区稳定，那么当然是

多多益善。

威胁战术带来的稳定

迄今为止我们所讨论的冲突防护因素——限制冲突的规范和制

度、对冲突升级的恐惧、社会纽带、存在横向联系的群体成员身份

——具有很强的制约力量，这可以解释为何大部分冲突都能保持在平

静状态，以及人类大部分的冲突事件都能和平解决。然而，这些防护

因素并不总是存在或者总是十分强烈足以避免冲突升级。

在这些情况下，冲突双方就会常常采取威胁战术和具有惩罚性的

行动，来阻挠另一方采用强硬的战术。我们往往能从暴力罪犯的拘捕

和监禁或者普遍存在于国际事务的军事动员中，看到威胁和惩罚的生

动画面。

所有的人类交往都包含一些微妙的威胁和轻微的惩罚，这些行为

虽然不太明显，但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所有人都有办法让身边的人



们付出代价，比如孩子们大声哭泣，工人们消极怠工，妻子们变得愤

怒，丈夫们很晚回家。大多数人还擅长于微妙地表达他们的不满情

绪：对某些话语装聋作哑、注意力分散、睁大双眼、皱起眉头以及叹

气。这些信号完全能表达出一种威胁，因为接受者意识到，假若他们

不认真对待，马上就会受到惩罚。简言之，为了威慑他人不要采取令

人厌恶的行动，这种威胁和惩罚在社会关系中无处不在[42]。

均势理论

国际性事务中已经形成了若干因威胁而导致的稳定理论，在这些

理论中，其他稳定源的力量通常很弱。这些理论中最古老，也是最著

名的就是均势（balance of power）理论。这一理论只要稍加修改，

就能在所有的社会情境下，广泛适用于威胁战术的使用。

按照这一理论的解释，如果一个体系中所有国家都受到军事原因

的威慑而不敢袭击所有其他国家时，就存在着一种权力平衡（均

势）。以常规性（非核）武器为例，威慑作用（不敢发动进攻）会受

到发动进攻面临的自然和人为阻碍、进攻目标的军事反击能力以及它

能从其他国家得到的支援等因素的影响。这些都是有效的威慑力量，

它们或者使攻击行为不可能获得成功，或者让攻击者付出无法接受的

代价来达到目的。

有几种能实现均势的机制。集体安全机制（即所有其他国家都有

义务营救一个遭受侵略的国家）常常被国际社会视为理想的均势机

制。这一机制写进了联合国宪章，并在针对伊拉克的海湾战争中发挥

了一定的作用。然而在大部分国际争端中，集体安全机制难以发挥作

用，因为一部分国家同情一方，而另一部分国家同情另一方。

除了有效的集体安全机制以外，那些面临强敌的国家还试图通过

武装自己和寻求盟友来维系或恢复均势。一些分析家认为，最稳定的



状况就是，所有潜在的对手具有同等的军事力量；而另一些分析家则

认为，那些最不具有侵略性的国家必定具有军事力量上的优势

（Pruitt & Snyder， 1969）。如果存在一个起着平衡作用的国家，

那么对两种稳定均有所帮助。平衡国家是指那些为了与失败者站在一

起，一次又一次改变结盟对象的国家。在早些时候，英格兰就在欧洲

的国家体系中扮演着平衡国家的角色。

均势理论也可以应用于人类的交往活动。比如，跨部门的委员会

或者家庭等小群体通常会设法威慑那些攻击性过强的成员，阻止其袭

击其他成员或控制讨论。在这些情境下，普遍存在集体安全机制，大

部分群体成员形成了暂时的同盟反对该名攻击者。[43]除此之外，具

有类似想法的个体可能会结成更小的同盟，而各个同盟成员之间相互

支持，以至于不会有人被彻底打败。如果中间出现几名平衡者，永远

转而保护失败者的话，那么局势也会变得稳定。群体领导者总是扮演

着平衡者的角色。

均势理论至少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力量的识别和测量往往较

为困难，因而我们难以知道需要多大的力量来威慑对手。实际上，

“力量”是社会科学中最难以定义和测量的一个概念。当冲突双方使

用不同种类的武器时，这一问题变得特别严重。比如，一方是常规

军，而另一方是游击队或恐怖主义敢死队。这类冲突往往会严重升

级，因为双方都认为己方会取得长远的胜利。这可以部分解释为何越

南战争会旷日持久，以及为何巴以冲突如此严峻以致积重难返。

另一个问题是，如果军事优势主要取决于哪个国家先发动进攻，

均势就会失效。无论军事力量如何分布，如果先发制人的国家能取得

的明显优势越大，那么升级的可能性就会越高。这种情况会因两个原

因而变得不稳定：（1）先发制人带来的诱惑；（2）害怕其他国家先

发制人，自己抢先出击。



1914年欧洲就出现过这种非常不稳定的局面。当时欧洲各国都认

为，首先发动军事动员的国家，动用火车运送军队进入他国边界，举

行大规模袭击，就会获得巨大的优势。这种不稳定最终导致了第一次

世界大战的爆发。战争的导火索是俄国在南部边界调动军队，试图阻

止奥地利袭击塞尔维亚。德国意识到，俄国调动军队这一行为，将会

使本国处于军事上的劣势，因而就对俄国的盟友法国发动了一场先发

制人的袭击，这一袭击是通过穿越比利时而进行的。

恐惧均衡

考虑国际事务的均势时，核武器的发展导致了一些改变。这些武

器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并且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真正有效的防御措

施。在军事上各国保护自己的唯一方式就是威胁对方，自己会予以回

击，从而希望能威慑对方不要使用这些武器。这种报复行动称为二次

打击（second strike）。准此而论，国际局势稳定的关键问题是二次

打击的可靠度：消灭侵略者的可信度究竟如何。当双方都具有二次打

击能力的时候，就会出现“同归于尽”的结果。

按照威慑理论（deterence theory），建立二次打击的可靠度必

须要根据遭受核打击的国家是否拥有核武器，或者是否是核武国家的

盟国，从而采取某种不尽相同的形式（Kahn， 1960）。通常我们假

定，那些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在遭受核武器袭击的时候，如果可能就

会实施核报复。因此，这里的问题只是二次打击的能力——也就是

说，国家是否能在遭受第一次核武器袭击之后实施报复。相比之下，

如果我们意欲威慑针对无核盟国的袭击，主要的问题就在于意愿。核

武器国家会愿意冒着遭到侵略者毁灭性的核反击风险，真真切切地去

实施报复吗？一直以来，即便在严格的常规武器装备竞赛的情境下，

形成防御同盟的愿望都成问题；而在核武器时代，由于报复的代价实

在是太大，因而形成这种愿望的可信度变得更低[44]。



有人认为二次打击能力取决于核武器载体（导弹和飞机）的安全

性，以及这些载体穿透敌人防线的能力。武器载体的安全性能通过各

种渠道实现，包括增加这些载体数量、将它们散布各处、频繁地挪动

它们、将它们隐匿起来、并且在外面设立防护屏障。比如，有几个国

家将核武器隐藏在不断移动的潜水艇中，从而敌方对核武器的定位和

破坏几乎无法实现。

如果二次打击能力得到了确认，那么一个国家的核能力即使比敌

方要少得多，也仍旧处于安全状态。在冷战期间，美国在破坏能力上

“领先”俄国，但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俄国人担心美国人的袭击。虽

然军事力量上双方并不均等（并因此而缺乏一种均势），但双方都确

信对方具有毁灭能力，因而出现了一种稳定的“恐惧均衡”。

基于威胁战术的稳定所带来的问题

如果我们花费大量的精力，将安全建立在威胁战术的基础上，那

么将会带来很多问题，并因此会依赖权力均衡或恐惧均衡。这些战术

的前提是，冲突一方的反击决心有可能清晰地传达给潜在的侵略者。

然而，历史却告诉我们，这一方面有过很多失败的案例（Lebow et

al.， 1984）。这些战术还假定，攻击者将会是理性的，他能精确地

预测，并在面临高风险或成功率很低的情况之时，准备避免采取行

动。

准此而论，在国际关系中，如果承担主要责任的决策者：（1）心

理上或情感上存在缺陷，并因此无法利用那些可用的信息；（2）认为

军事上前景黯淡，或认为军事均衡势力变化太快不利于己，以至于感

到他们不会因侵略行径而失去什么；或者（3）被国内、外巨大的政治

利益推动，愿意冒着很大的风险而采取军事行动，那么基于威胁战术

的威慑就可能面临失败，而冲突升级将会变成现实。勒博、杰维斯和

斯坦（Lebow， Jervis，& Stein， 1984）就以日本袭击珍珠港事件



和埃及两次针对以色列发动袭击的事件为例，对上述第三种情况进行

了佐证。我们看到，在极为强烈的政治考量压力下，国家领导人对于

赢得战争的可能性充满了希望。

在美国国内情境下，我们也能看到基于威胁战术系统的不稳定

性。比如，约翰·辛格顿（John Singleton）的著名影片《街区男

孩》（Boyz n the Hood）描述了洛杉矶贫困地区的状况。为了给现场

的旁观者留下印象，两名几乎对未来失去希望的年轻男子相互不断推

搡并冲着对方大喊大叫。这场争吵延续到他们的亲朋好友中——最典

型的是，影响到一位人生和未来都一无所有的男子，因而对暴力后果

无所畏惧。地方当局所起的作用比不作为更糟糕，将这些人的行为限

制在制造噪音和随意袭击上，以致每个人都处在一种高度的自律神经

系统唤醒状态。在影片的最后，发生了一系列枪击事件，大部分主人

公都被杀死了。

基于威胁战术的威慑还存在另一个问题，即它们实际上会推动冲

突升级。这些威慑涉及“以毒攻毒”；因而存在推动冲突螺旋升级的

风险。这意味着，基于威胁战术的威慑恰恰导致了它们本欲避免的问

题。这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冲突一方采用威胁战术，往往会挑战另一

方的独立和强势形象，招人反感。如果冲突双方的力量只存在中等程

度的差别（而非差别巨大），这一问题就会变得尤为严重，因为力量

较强的一方往往会觉得可以随意使用威胁战术，而力量较弱的一方则

会拒绝承认自身的劣势，并会变得具有反抗性或充满敌意（Pruitt &

Carnevale， 1993）。当威胁战术符合社会规范，并因此至少合乎一

定的情理，这一问题就会不太严重，正如大部分报复性威胁现象一

样。不过，此种威胁战术仍有可能带来某种不满。

威慑推动冲突升级的第二个原因是，威慑性威胁常常会被另一方

所曲解（Jervis， 1976）。一队军人被动员起来抵制武装入侵，可能



被误解成一种潜在的攻击行为。原本只是设计用来二次打击的导弹，

可能被敌方视为第一次袭击的武器。一个原本是为了保护其成员而形

成的男孩帮派，可能看上去会威胁到另一个帮派的“领地”。这些认

知所产生出的防御性反向反应，往往会引致冲突螺旋的开始或延续。

威慑推动冲突升级的第三个原因是，即便冲突一方的预备明显带

有防御动机，另一方也可能仍旧会小心谨慎，以免冲突一方后期会产

生攻击动机。因此，另一方可能还是感到有必要发动袭击，以削弱冲

突一方晚些时候实施伤害的能力。

我们该如何做才能避免对防御性预备进行这样的解释和误读呢？

冲突一方可以仔细地解释自身行为，尽量将自身的每项行动都与另一

方的行动捆绑在一起，以至于另一方认为，从根本上而言，冲突一方

的行为不过是对己方的反应。此外，我们应该支持那些明显带有防御

性，而且无法转化成为攻击用途的预备行动，比如修建一堵墙，或者

穿上一件防弹背心。冲突一方可以采用胡萝卜加大棒策略，一方面奖

励另一方的合作性行为，另一方面对攻击行为进行惩罚。这种方法是

行之有效的，因为胡萝卜为另一方实成目标提供了一条非攻击性路

径，并使得另一方更加不会相信，冲突一方准备进行攻击。我们也可

以在其他领域中努力消除紧张气氛，以避免另一方带着愤怒和屈辱的

有色眼镜来看待冲突一方的军事行动（White， 1984）。

这些方法有时是有效的，但威胁战术往往会带来问题，因而对于

我们而言，更好的方式似乎可以完全避免使用这些战术，并采用其他

的冲突管理办法来替代它们。比如建立积极的社会纽带，确立新的社

会规范，努力寻找争论问题的解决办法等。

总结和结论



诸如冷战、水牛城大学危机及冰球场打斗这类剧烈事件毕竟不同

寻常，但中等程度的冲突升级却可谓比比皆是，几乎任何冲突都有可

能激化。一项冲突是否可能升级，部分取决于冲突规模——即感知到

的利益分歧程度以及冲突双方愿望的坚定程度。它还受到我们所称的

“不稳定因素”的影响。如果小冲突都可能引发严重的冲突升级，那

么局势就非常不稳定；如果只有非常大规模的冲突才有这种影响，那

么局势就非常稳定。

如果冲突一方或双方都倾向于对烦扰反应过度，或者针对攻击行

为只有微弱的抑制力量，那么就会带来不稳定（并因此导致冲突升

级）。针对个体而言，促使过度反应的条件包括：自律神经系统的唤

醒；因先前事件而变得愤怒（尤其是在无法识别或惩罚这一事件的始

作俑者时）；隶属于某种荣誉文化；存在粗暴反应的支持者或旁观

者。性格暴躁的人也往往会反应过度。攻击榜样的存在和冲动性也是

抑制攻击反应的不利因素。饮酒和时间压力也会带来此类效果——促

使反应过度并削弱抑制冲突的因素。

如果冲突双方都对攻击反应拥有强烈的抑制力，或者情境本身会

促进冲突管理，那么就有利于社会稳定。抑制攻击反应的因素包括：

冲突双方对冲突螺旋的了解、对另一方的共情、与另一方之间存在某

种联系纽带（友情、亲情、共同的群体成员身份等）、对另一方的依

赖（如果另一方通常很好打交道）、冲突限制规范的存在、热爱和平

的第三方的出现、受到冲突不利影响的盟友施加的压力以及对社会认

可的需要。在冲突一方与另一方纽带的推动下，冲突管理允许双方进

行意义重大的对话，了解结构变化模型，并且便捷地利用警察、法

庭、调解人等类似的冲突限制机构。

刚刚列出的几项条件也有助于群际关系的稳定。这些条件包括联

系纽带和依赖性、源自同盟的压力及冲突限制的规范和制度。此外，



对更大社区的忠诚和横向联系纽带的存在——即那些在冲突中横贯两

个群体之间的友情和组织成员身份——会降低群际冲突升级的可能

性。我们以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冲突升级为例，来说明组织成员

身份的作用。在具有族群混杂的工会、行业协会、政党等特点的社区

中，这两个群体不太可能发生冲突升级。这是因为，具有横向联系的

人会受到各种力量的制约避免冲突升级，也因为这些人会为了维护横

向关系而进行冲突管理。

先前的冲突升级是导致局势不稳的重要因素，这是因为无论在个

体还是群体水平上，因先前升级而导致的结构变化，往往会消除诸多

预防未来升级的力量。

如果缺乏有利于冲突管理的限制和条件，那么冲突双方往往会转

而使用威胁战术，并实施威胁，以便保护自己。如果任何一方都不可

能发动和维系对另一方的袭击，而且这样做也不划算，那么在这种无

序的状况下，局势也能稳定。在国际关系中，军力平衡或者双方都能

确保毁灭对方，都可能会有这种效果。然而，如果冲突双方和社区只

使用威胁战术，那么就很容易会出现严重的问题。

第8章我们将纳入几种确认性机制，继续讨论冲突升级问题。确认

性机制一旦形成，就会使得结构变化持续下去。这些机制是冲突升级

趋势得以持续的基础，一旦确立就会一再发生，而且这些机制也有助

于我们了解人际关系恶化现象。

第8章 冲突升级的持续

冲突升级往往发生在冲突一方使用越来越严重的战术，对另一方

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进而给对方带来越来越多的苦难之时。我们曾

经在第5章讨论了伴随着冲突升级逐渐递增的一系列转型，还描述了两



个冲突升级发展过程的模型，即争斗者-防御者模型和冲突螺旋模型。

第6章我们介绍了第三种冲突模型，即结构变化模型。该模型假设了一

个升级循环：冲突一方所采用的严重战术会引起结构变化，促使另一

方采用报复战术，又激发结构变化，促使冲突一方运用更加严重的战

术。我们还描述了发生在个体、群体以及社区的结构变化的本质。第7

章我们继续讨论了在何种条件下冲突可能会进入严重的升级状态，以

及在何种条件下可能避免这一结果。

第8章为了完成这一讨论，我们将分析为何严重的冲突升级会如此

经常性地持续下去——就像在图7.1曲线B[45]中所展现的长长的右翼

尾端一样——以及为何新的冲突出现在同样的当事人之间时，这一冲

突升级会再次发生。

赛伯拉斯的尾巴

希腊神话故事里，在地狱的入口附近站着一条冥府看门狗，名叫

赛伯拉斯[46]，嘴里淌着毒涎，长着一条龙尾，头上和背上的毛全都

盘缠着一条条毒蛇。赛伯拉斯的尾巴长满鳞片，锋利有力，能让死者

的灵魂轻松地进入地狱。然而，一旦灵魂经过赛伯拉斯的尾巴进入地

狱，尾巴上的刺毛和鳞片就让灵魂再也不能回头了。很多捕捉动物的

陷阱都有类似的功能，猎物在寻找诱饵的时候，可以毫无障碍地进入

陷阱，但进入后就会发现不可能再撤回了。汽车修理铺门口的脚踩踏

板，其操作原理也是相同的，踏板会让车辆顺畅地进入修理铺，但是

却会损坏那些未缴费硬闯出来车辆的轮胎。

严重的冲突升级的情形类似。升级一旦开始，要想消除极其困

难。准此而论，冲突升级犹如橡皮筋，拽到某一点之前，手一松，橡

皮筋仍旧能恢复到原来的长度和形态。然而，一旦橡皮筋拉过了这一

点，就会发生两种情况：要么拉断橡皮筋，或者橡皮筋的弹性发生变



化，从而阻碍橡皮筋恢复到原来的长度。正如橡皮筋拽过了其可以容

忍的物理极限，处于冲突升级恶化中的个体关系可能会超出个体心理

或群体的某个临界点——一个无法回头的点——从而将这种关系转变

成新的冲突加剧状况[47]。我们来看一个越过临界点的简单例子。某

天冲突双方发生了口角，双方的交流陡然激化。一方攻击另一方，并

且对其大喊大叫，反之亦然。在双方恶语相向的某个时刻，一方突然

宣布自己将永远不再尊重或看重另一方了。最后，就像大部分争论那

样，这次争论得以平息下来，但是双方的关系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

——而且没有朝着较好的方向转变。冲突一方曾经说的那些话，可能

当时主要是为了刺激另一方，而并非发自内心的真正想法，但是可能

改变了另一方对自己的态度，并且这一变化不太容易得到恢复。

理论概述

一般而言，我们可以从三个过程来考察冲突升级持续的原因。一

是曾经讨论过的升级循环（参见图6.1）。这是一个循环往复，使得冲

突不断强化的恶性循环（Allred， 1999）。在冲突升级的早期，如果

冲突各方攻击对方的程度都超过对方攻击自身的程度，那么这一循环

就会逐渐升温。不过在某一时点上，争斗行为会达到一条渐近线，并

且由于升级循环的存在，这条渐近线会持续下去——至少持续一段时

间。

虽然升级循环有助于我们理解升级的持续性，但无论如何都不能

完全解释升级的持续。人们通常会在冲突发生一段时间后感到厌倦，

进一步了解冲突循环的弊端，并且如果情况没有改善，人们就会想办

法找到出口，逃离冲突。

不幸的是，还有很多其他机制——而且这些机制更具说服力——

能让冲突升级一直持续下去。这些机制一旦形成，就会造成持续的结



构变化，这就是第二种过程。这些改变使得争论各方的冲突一旦升

级，就很难平息。这些改变也是产生阿扎尔（Azar， 1990）所称的

“延期冲突”以及戈茨和迪尔（Goertz & Diehl， 1995）所称的“持

久对手”的主要机制，也是本章主要关注的内容。接下来，我们将这

些机制分别呈现在三个标题下：心理变化的持续、群体变化的持续以

及社区极化的持续。本章最后我们要讨论第三种过程，即升级行动过

程中的陷阱。

心理变化的持续

某些心理上的变化——比如愤怒和恐惧这类情绪的发展——本质

上具有暂时性，因而不能解释升级的持续。然而众所周知，态度、知

感以及目标却具有长期性，其原因我们马上会予以解释。本节我们将

集中关注态度和知感，本节最后我们将简短地讨论一下目标的持续。

图8.1　扩展的结构变化模型。该图展示给我们一个升级循环和一些附加的确认路

径。

敌对态度和知觉一旦建立起来，就会持续下去，因为它们往往会

彼此强化。负面的信念证实了消极情感的正确性，反过来，消极的情

感又使得负面的信念看上去理所当然（Pruitt & Olczak， 1995）。

除 此 之 外 ， 还 有 六 种 确 认 机 制 ， 包 括 自 我 强 化 （ self-

reinforcement）。当这些机制运行时，另一方所持负面观点的后果，



最终会强化引发这些后果的观点。这些机制包括自我实现的预言、行

为的合理化、三种选择性信息加工过程以及自闭式敌视。我们可以在

图8.1中看到这些机制的影响。该图不但展示给我们一个如同图6.1所

描绘的升级循环，而且还展现给我们一些确认的路径。下面，我们将

逐步解读该图中的各个因素。

自我实现的预言

自 我 强 化 机 制 包 括 自 我 实 现 的 预 言 （ self-ful lling

prophecy），这种现象表现为冲突一方对另一方所持的信念和态度，

会使得前者的行事方式发生改变，从而引起后者采取强化前者这些信

念的行为。我们来回想一下本书第1章提及的本和家庭汽车的案例，案

例中的父亲显然觉得，本是一个粗心且不为别人着想的孩子，并且大

概时不时地让本意识到这一点。而父亲的责备，反而让本去按照那种

确认父亲知觉的方式来行事，比如本恶意地不给汽车加满油。

这一自我实现的预言隐含在图8.1中以实线箭头的形式展现出来的

升级循环中。从左下方开始，如果冲突一方的结构变化发展出对另一

方负面知觉，这就会促使冲突一方按照那些为另一方所憎恶的方式来

行事（路径D），从而唤起了另一方的负面知觉（路径A），这些知觉

又会引发一些行为（路径B），从而确认冲突一方原有的观点（路径

C）。一个类似的循环过程能确认另一方对冲突一方的负面观点。

既然自我实现的预言隐含于升级循环中，那么与本章开头对冲突

持续的解释就不存在根本区别，自我实现的预言也涉及能反过头来强

化自身的恶性循环。然而，自我实现的预言对这一解释提出了不同看

法，因而值得我们特别关注。

自我实现的预言不仅是一种假设。无论是在实验室里，还是在自

然的情境下，它都得到了实验结果的证明（参见Jussim & Eccles，



1995；Olson et al. ， 1996 ）。比如在罗森塔尔和雅各布森

（Rosenthal & Jacobson， 1968）所做的一项经典研究中，研究者告

诉小学的老师，他们班上有部分学生预计在本学年底会在学习成绩上

成为“优胜者”。实际上，研究者只是从班级名单中随机地抽取了这

些学生的名字。因此，这些学生和其他同学在智力上并没有什么差别

——唯一不同的是，他们的老师现在开始对前者持有积极的期望。到

了学年底，这些“优胜者”的确比其他同学获得了更高的智力成就。

虽然老师并未意识到，他们信以为真地（即认为这些“优胜者”能力

更强）对待这些学生，从而实现了这一期望。

行为的合理化

第二种推动敌对态度和知觉持续下去的机制涉及合理化。冲突一

方所持的负面观点导致其对另一方采取敌对行动，然后前者又对那些

引发这些行动的观点进行重新确认，从而将这些行动合理化。在图8.1

中以虚线M和N来表示这一因果序列，其普遍性程度超出了我们的想

象。我们再来看一下本的案例。假设本对父亲的负面态度致使他没有

加油。这一原因可能处在无意识的水平，以至于本必须问自己“为什

么我没有去加油呢？”于是他不得不编造合理化的理由。比如，本可

能认为父亲对他的利益抱有敌对态度，这就会进一步加强本的负面态

度。我们来看一个真实生活中的案例，当事人的行为似乎的确能加强

其信仰和态度。北爱尔兰的新教徒每年都会在夏季的“游行季节”里

举办游行活动，以庆贺早些时候新教对天主教取得的胜利（Sandole，

2002）。那些参加游行的人们可能强化了自己对天主教的负面观点，

或者强化了他们支配天主教社区的愿望，因而造成该地区的冲突持续

不断地发生。

在合理化效应中存在着什么样的心理过程呢？一种过程涉及自我

知觉。自我知觉理论（Bem， 1972）认为，人们会从自己的行为来推



断态度。因此，人们最终总是对那些自己伤害过的人产生敌对态度

（Glass， 1964）。

另一种过程涉及降低失调性。认知失调理论（Festinger，

1957）假定，人们的行为和态度的不一致会产生某种不愉快的唤醒状

态，这种状态称为失调。这种令人不适的状态激发人们去寻找减少失

调的方法——比如改变态度使之与行为一致。

当个体的行为有损自我看法时，认知失调尤为严重（Cooper，

2001；Steele， 1988）。冲突一方可能会认为己方是正派而又通达的

人或者群体，不会伤及无辜的他人。这种自我看法与自己对另一方的

敌对行动之间的不一致，造成了极大的失调。因此，冲突一方具有减

少这种失调的强烈动机，它可以运用合理化机制，认为己方是因为另

一方令人生厌的品质而被迫采取敌对行为。因此，通过维持甚或强化

对另一方的敌对看法，就能减少认知失调，而这些看法原本就引发当

事人最初的敌对行为。

选择性信息加工

一旦冲突一方已经形成了另一方的负面印象——另一方被塑造成

不受欢迎、面目可憎、不能信赖、令人不快的角色——选择性信息加

工就会导致冲突一方注意、搜索、诠释、保留以及回忆那些能确认最

初负面印象的信息（Hopmann，1996）。冲突一方并未科学地搜集和评

价资料，而往往关注那些支持先入之见的信息。结果，这些先入之见

得到强化，甚至会变得更加强烈。冲突一方可能起先认为对手死板，

而后认为顽固，最终认为对方是无可救药的死敌。

值得注意的是，选择性信息加工所支持的结构变化会自我强化，

这种强化完全独立于另一方的任何言行。选择性信息加工完全能自我

完成，这一点我们能从图8.1中的O和P圆环中看出来。



虽 然 术 语 选 择 性 信 息 加 工 （ selective information

processing）存在一个负向反馈（这说明冲突一方形成了对现实的偏

见），但这一过程实际上也标志着某种有效的心理功能。我们的世界

是极其复杂的，海量的社会和非社会信息远远超过我们的加工能力，

冲击着每一个人。为了应对这种“信息超载”趋势，我们很有必要找

到选择性加工信息的方法，从而将信息输入减少到可以掌控的范围之

内。

抵消这一优势的缺点是，人们通常会强行将自己的印象置于普罗

克汝斯忒斯之床[48]——为形成一种可以掌控的刻板印象而剥夺另一

方丰富的个性特质。此外，对正在升级的冲突进行选择性信息加工特

别危险。它会确认并进一步强化冲突一方对另一方的不好看法。借助

于选择性信息加工，这些负面看法会极力丑化另一方的行为。如果另

一方调动军队，那么冲突一方就会假定自己将要面临袭击；如果另一

方提出和解议案，那么冲突一方会视而不见或者认为这是缓兵之计

（Hopmann， 1996）。因此，对正在升级的冲突进行选择性信息加

工，或者会保持现有的升级水平，或者可能会使升级徐徐向上发展。

如果我们想了解，选择性信息加工在维持冲突升级中的作用，可

以参考库珀和法齐奥（Cooper & Fazio， 1979）的论文。他们讨论了

选择性信息加工可以采取的三种相互关联的形式，即对行为的自利评

价、“发现”支持一方期望的证据以及归因偏差。接下来，我们将依

次对这些形式加以讨论。

对行为的自利评价　双方的观点都很强硬时，同样一件事情会得

出截然不同的判断，这取决于各方把事情的发起者视为“好人”还是

“坏人”（White，1984）。哈斯托夫和坎特里尔（Hastorf &

Cantril，1954）曾经做过一项有趣的研究，学生要对一场普林斯顿与

达特茅斯的足球赛做出反应。在这场比赛中，普林斯顿队取得了胜



利。研究者们发现，因观众支持的对象不同，这场赛事的评价截然相

反。普林斯顿和达特茅斯的学生都看了比赛录像，而且都要求他们记

录赛场发生的所有违规行为。普林斯顿的学生认为，达特茅斯印第安

人队的违规次数是普林斯顿老虎队的两倍，而达特茅斯的学生却并未

觉得两支球队在违规频次上有什么差别。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冲突的

客观现实总是存在于旁观者的眼中。

还有一些社会心理学实验也得出了类似有说服力的结果。比如冷

战期间，奥斯坎普（Oskamp， 1965）曾向美国大学生展示了两列平行

的调解行为和挑衅行为的清单，这些行为美国和苏联都曾实践过。结

果表明，同样的行为（比如“政府已经给那些更小的国家提供了军事

训练和援助”）如果实施者是美国（好人），那么就能得到较为有利

的评分，而如果实施者是苏联（坏人），那么就会得到极为不利的评

分。如果人们评价自己的冲突行为，这种自利评价的倾向尤为明显。

人们认为自身的冲突行为要比对方的类似行为更有建设性，用意更良

善（De Dreu et al.， 1995）。这种自利评价会引起挫折感，损害人

们解决问题的能力，最终导致冲突升级。

选择性评价的证据并不仅限于实验室研究。比如，大部分巴勒斯

坦人都将自杀式爆炸视为英雄主义的无私行为，而大部分以色列人则

认为这种行为既残暴又不道德。确认性证据的“发现”　冲突一方有

选择性地注意到另一方态度或行为中那些能确认自己先入之见的方

面，这是一回事。而如果促使另一方按照这些先入之见来行动，并以

此来搜集信息，以便“暗中布局”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研究者进行过多次实验，虽然这些实验并未与升级的动力产生直

接联系，但是却为确认性证据的“发现”提供了线索。其中有项研究

斯奈德和斯旺（Snyder & Swann， 1978）向参与者提供了一些人的假

设，然后让他们去寻找这些人的信息。一部分参与者拿到的是内向性



格的描述，而另一部分参与者拿到的则是外向性格的描述。然后，研

究者要求所有的参与者选择12个问题来询问目标人物，以便测出这些

人是否拥有描述中的人格特征。

研究者发现，那些检验“内向”假设（尽管这一假设并不特别适

合目标人物，因为对他们的性格倾向还一无所知）的参与者选择了这

样的访谈问题，比如，“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您希望您变得更加开朗

呢？”“在喧嚣的聚会中，哪些不符合您的心意呢？”似乎已经知道

目标人物是内向的人了。而那些检验“外向”假设的参与者则列出了

这样一些问题，“如果您想要活跃聚会的气氛，您会怎么做呢？”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您最为健谈呢？”也就是假设目标人物是外向

的人了。在接下来的实验阶段里，确实允许参与者向目标人物分别提

出自己所选择的问题，后者的反馈使得前者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那些

目标人物符合自己开始时得到的性格描述。这一实验清楚地表明，人

们会选择性地安排可用的证据，从而确认他们的假设。

如果在日常交往中，这种现象会像斯奈德和他的同事们展现的那

样作用明显的话，我们就能预计到，在那些严重的冲突中，如果情绪

高涨、猜忌横生以及伤害他人的愿望变得日益强烈时，这一现象的影

响力还会大得多。在这些情况下，人们对信息的加工非常肤浅，或者

采用启发式加工策略（Thompson & Nadler， 2000），从而导致他们

不可能或缺乏动力去注意那些否定证据，而这些证据的发现需要仔细

而系统性的加工。相反，他们会更加依赖于那些符合他们假设的证

据。

如果强迫人们去关注那些否定证据，将会发生什么呢？通常而

言，它们完全能解释得过去。一名年轻的美国教师（Wood，1934：

268）对这一过程描述如下：



当我第一次接触到希腊学生时，在考试中发生了几件令人不快的

作弊事件，当时我并未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但是我对希腊人群体的态

度却因这些事件而产生了偏见……致使在我对希腊人形成的新态度与

我对古希腊文化的深深崇拜之间，产生了冲突。这两者很难协调。但

我却发现了一个解决办法。我查遍了所有能找到的证据来证明这样一

种主张，即现代的希腊人并非是古希腊时代希腊人的正统后裔，因而

并不能理所当然地承继那种因辉煌的传统而形成的自豪感。

幸运的是，人类还是有办法克服这种倾向，不去搜集那些用以确

认自己观点的证据。如果人们有强烈的动机去形成正确印象

（Neuberg， 1989），并且预先警告他们这种现象所存在的陷阱

（Swann， 1987），这一倾向就会消失。归因偏差　社会交往的基本

任务之一就是进行归因（attribution）（因果推断），即找到他人如

此行事的原因。归因会强烈影响个体随后针对他人的情感及行为反应

（Allred， 2000）。

归因过程往 往会出现一些错误，其中就包括归因偏差

（ attributional distortion ） ， 很 多 实 验 研 究 （ Hayden &

Mischel， 1976；Regan et al.， 1974）和婚姻危机研究（Bradbury

& Fincham， 1990；Holtzworth-Munroe & Jacobson，1985）都证实

了归因偏差现象的存在。在关于他人的信息中，那些能支持冲突一方

对另一方的个人假设的信息，往往会归因于当事人的气质，而那些不

同于冲突一方假设的信息，则往往归因于情境。也就是说，那些与冲

突一方期望一致的信息，往往会视为反映另一方持久且稳定的特点，

而那些与冲突一方期望抵触的信息，则会归因于另一方面临的临时环

境压力。

正在升级的冲突中，归因偏差的最终结果就是，另一方实际上无

论做什么，都无法消除冲突一方的负面看法。如果另一方行事险恶，



则会视为另一方居心叵测或本性残暴的真实标志。如果另一方宽容大

度且亲切友善，就会被诠释为一种暂时应变措施。比如冷战开始时，

时任美国国务卿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就

视苏联为难以和解的敌人。苏联人采用争斗行为时，杜勒斯就将此视

为他们邪恶品行的证明；而苏联人采用和解战略时，杜勒斯又说，他

们正在变得弱小（Holsti， 1967）。无论采用哪种方式，杜勒斯的归

因都会推动美国的冲突升级行为。

由于这三种选择性信息加工的存在——对行为的自利评价、确认

性证据的“发现”以及归因偏差——冲突更容易升级，更难平息，就

一点都不奇怪了。一旦魔鬼从瓶子里放出来，这三个过程就会结合在

一起，让其很难再回到原来的瓶子中去。就像图8.1中的弧形（O和P曲

线）所展示给我们的，这些过程都会自我强化，它们会按照升级得以

持续下去的方式自我推动[49]。

自闭性敌视

我们在第6章曾提及，人们会倾向于停止与那些自己不喜欢或不尊

敬的人交往和沟通。这里我们虚构一个极端的例子。有两兄弟共同经

营一家商店，一方谴责另一方从钱柜里偷拿了1美元，但却遭到了后者

的否认，于是前者就不再和后者说话了。在双方沉默了30年后的一

天，一位陌生人走进了商店，坦承自己的偷窃行为（多年来这件事一

直让他内心不安），并且进行了赔偿。至此，兄弟间的沟通才得以恢

复。

沟通中断所导致的问题是，它使我们不可能去解决那些起初造成

关系破裂的问题。冲突双方处于这样的状态，互相坚持自己先前的观

点，包括那些使沟通戛然而止的观点。实际上，这些观点已经引发了

自我持续的过程，这就是自闭性敌视（Autistic Hostility）



（Newcomb， 1947），是另一种自我强化的过程，可以再次用图8.1中

的两个半圆形O和P来代表。

沟通真空常常会变成谣言散播的温床。客观事实遭到美化或扭

曲，而人身攻击会成为家常便饭，将冲突逐步推向升级。我们来看一

下1991年夏季，发生在纽约市皇冠顶（Crown Height）地区的黑人和

哈西德派犹太人之间的对抗。整个事件的导火索是，一名哈希德派犹

太司机误撞了两名黑人儿童，造成一死一重伤。事件发生后，未经证

实的谣言在社区内四处传播。其中一个谣言就是，在市政救护车到来

之前，一辆哈西德派的救护车接走了犹太司机，而将两名重伤的孩子

抛在了现场。根据警方的记录和目击者的证词，这一传言是不真实

的，但却引发了一群年轻的黑人谋杀一名犹太男性的暴力事件。

谣言会在群体之间缺乏沟通的情况下得以散播，这一点还在第7章

提及的一个研究中得到证实。瓦希尼发现（Varshney， 2002），在印

度人社区和穆斯林社区之间缺乏联结组织（如工会、政党）的印度城

市中，谣言会激发两个族群的暴力行为。

敌对目标的持续

米切尔（Mitchell， 2000）曾经假定，那些为了自己的目标而遭

受痛苦的人们往往会坚持下去。这一现象不但能从认知失调理论中得

到解释，而且已经得到了若干个心理学实验的证实（Smith &

Mackie， 2000）。这可以解释多种目标的持续性，也包括那些经常会

导致冲突升级的敌对目标。

我们都知道，有一种敌对目标即复仇的愿望，会持续下去。实际

上，它常常会成为“一个人生活的全部，而非生活的一部分”

（Murphy & Hampton， 1988：105）。对此如何解释呢？一种解释

是，可以认为尚未完成的复仇常常会导致仇恨（hatred），当事人感



到愤怒，并认为对方品行邪恶——天性如此（Elster，1999）。愤怒

通常是一种短暂的情感，但是与这种信念结合后，就往往会转化为仇

恨而一直持续下去[50]。

复仇愿望的持续还有另一种解释，即人们常常会处在一种焦躁不

安的沉思（dysphoric rumination）或者忧思之中（Berkowitz，

1993）。他们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大脑中回顾自己或自己所在群体

所遭受侮辱或者欺压的详情。忧思通常会强化人们这样一种感觉：自

己遭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因而惩罚对方理所当然（Bushman，

2002）。忧思往往并非出于自愿，是一种外界闯入的、无法控制的思

想狂潮；但也有人主动地依靠它作为维持和坚定自己决心的手段，只

要有机会就采取复仇行动（McCullough et al.， 2001）。

群体变化的持续

在个体层面上使得变化得以持续的大部分过程，在群体层面上会

起到同样的作用。我们以自我实现的预言为例，该过程体现在图8.1中

实线箭头移动过程所指代的升级循环中。对另一群体的负面看法可能

会引发本群体的消极行为，该行为会推动另一群体采取行动，使得这

些观点看似合情合理。比如新闻记者迪立普·海若（Dilip Hero，

2002）就曾经假定，美国总统乔治·布什给伊朗贴上标签，称之为

“邪恶轴心”的一部分，会推动伊朗改善与伊拉克（被贴上同样标签

的国家）的关系。

上文刚刚提及的忧思也会发生在群体层面上。借助于歌曲、故

事、小说和诗歌以及电影等各种手段，群体成员对己方群体曾在外群

体成员手中所遭受的冤屈和不正事件进行集体忧思。比如，塞尔维亚

的小学生都要记住一首名为“深坑（The Pit）”的诗歌，诗中描绘了

克罗地亚乌斯塔沙[51]所犯下的暴行（Neuffer， 2001：19）：“我



躺在死尸上：冰冷的肉体堆积如山/……/有位妇女在尖叫，我的意识

突然复苏/我紧张不安地回转身躯，望向尖叫的方向/我明白了：感受

到了一种难以名状的伤痛”。当然，集体忧思主要是集中在一个人自

身所在群体的苦难上，而不会集中在己方群体给对方群体带来的苦难

上。因此，这就有助于冲突升级的持续[52]。

第6章我们曾描述过六种源于冲突升级，而且有助于冲突升级的群

体变化：群体极化、失控规范、敌对的群体目标、群体认同和凝聚

力、激进的领袖以及激进的亚群体。有些确认性机制会促使这几种变

化持续下去。心理上的变化也一样，这些机制涉及自我强化和自我延

续。换言之，群体变化常常会推动那些确认或者强化这些变化的新发

展。

各种类型的规范都倾向于自我延续，包括那些鼓动针对外群体的

竞争目标以及攻击行为的规范。这些规范常常会在制定这些规范的合

理目标实现之后还继续存在。这通常是因为真实的和想象中的社会压

力。如果有人敢于向某项规范挑战，那么往往会遭受到群体的惩罚。

而那些怀疑该项规范的有效性的人则会保持缄默，因为他们害怕被人

称为离经叛道者，或者，在群际冲突发生之时被人指责为叛徒。还会

有其他群体成员遵循该项规范，因为他们并未意识到这项规范存在争

议。类似这样的过程延续着美国南部的荣誉文化，在那个对失去牛群

的可能性做出理性反应的时代早已结束之后，仍旧长期存在（参见第7

章）。

敌对的群体目标也往往会持续下去。部分是因为这些目标得到了

群体规范的支持，部分是因为明确阐述这些目标的领导通常不愿意承

认自己的错误（Mitchell， 1999， 2000）。



由于既得利益（vested interests）的存在，那些激进的亚群体

倾向于变得自我延续。在有组织的行动中，群体成员身份和参与投入

给一些人带来了地位，给另一些人带来了职位和财富，还使一部分人

觉得生命充满意义。由于这些利益很难放弃，因而群体成员会努力工

作，以确保群体得以维系下去。如果群体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开展充

满争斗的冲突，那么这类冲突的持续就存在既得利益。这是使得升级

往往会自我延续下去的另一种机制。第6章提及的水牛城大学罢课委员

会就是典型的例子。该委员会给数百名学生带来了地位和生命的意

义，而这些人原本应该循规蹈矩地去上课和准备考试。在罢课委员会

持续存在的过程中，这些学生获得了既得利益，并且因而在危机的持

续过程中继续保持这种既得利益。罢课委员会一旦形成，就不可能轻

易地解散，而会持续向大学的管理层发出挑战。

类似的事件在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Schumpeter， 1955），危机

未必就远在天边。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离职演说中就曾经警告过，

要小心为解决国际冲突而发展起来的游说集团，该集团的核心就是他

称为“军事—工业综合体”的组织。

既定利益也会延伸到领袖身上，这些人几乎总是有维持他们领导

地位的强烈动机。如果他们是因为在发起冲突时所表现出的战斗精神

或者领导才能而获得地位，那么就会在冲突的延续过程中获得既得利

益。因此，他们就会阻挠冲突的解决并制造新的冲突。这就是冲突升

级往往会自我延续的另一个机制。

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中可以看到既得利益所起的作用。鲁

塞特（Russett， 1967）认为，日本领导人知道这次袭击非常危险。

实际上，一位日本领导人在鼓吹这场袭击时，这样评论道，“有时我

们必须闭上双眼，翻越庙墙而过。”然而，在他们眼中，能替代这次

袭击的另一选择显然要差得多。这些领导者都是行伍出身，20世纪30



年代晚期他们在日本对中国和东南亚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

获得了政府的高官。1941年美国封锁了今印度尼西亚启运的石油运

输，这使得战争难以继续。然而，一旦战事停止，这些将军和海军将

领几乎肯定会降职。因此为了使战争持续，也为了保住他们的地位，

他们情愿拿自己国家的未来冒险。

社区极化的持续

我们已经看到，冲突升级往往会带来所在社区的极化。先前的中

立方会被引诱或者拉入冲突各方。能继续保持中立或者袖手旁观的社

区成员越来越少。严重极化的社区分裂成两大阵营，每个阵营内的人

能保持正面关系，而在阵营之间人的关系则是负面的。

社区极化一旦形成，有几种机制会使之持续下去。极化意味着横

向联系的组织（如工会、行业协会等）遭到破坏，而这些组织对于控

制冲突升级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极化也意味着中立第三方会消失，

他们原本能促进关系的缓和以及调解争论。此外，人们会对整个社区

失去了忠诚，从而感到无需容忍其他社区成员（Coleman， 1957）。

这一切的结果会使得矛盾持续下去，而第三方总是面临着一种压力，

必须决定自己站在哪一方。

此外，那些已经加入某一阵营中的社区成员往往难以重建另一个

阵营对他们的信任。他们已经成为局外人，由于已经亲敌而永远失去

了信任。这就意味着，极化往往会持续下去，即便引起这一极化的冲

突已经得到解决。这就像掉下墙的蛋娃[53]，已经极化的社区很难再

次融合在一起。

过度投入和越陷越深



我们还可以这样解释升级的持续性，即对争斗行为的投入往往会

自我强化。原因之一是冲突一方具有使己方行为合理化的普遍倾向，

这一点我们早先提到过。另一个原因是过度投入的过程，在研究越陷

越深（entrapment）现象时会探讨这一过程。越陷越深是一种普遍存

在的具有反作用的人类现象。

关于美元拍卖的题外话

为了更好地了解人们过度投入到冲突升级行动的轨迹，我们先来

看一个简单的室内游戏。这个游戏首先由舒必克（Shubik， 1971）发

明，之后特葛（Teger， 1980）又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个游戏称

为美元拍卖，玩法如下：邀请几个人参加1美元的拍卖会，不断叫价直

到叫出了最高的价格。叫价最高者将在支付了他或她所叫的价格之

后，得到这张钞票。因此，如果获胜（高）投标是15美分，那么获胜

者将赚取85美分（1美元减去15美分）。这个游戏的关键点在于，叫价

次高者也要支付给拍卖者他或她所叫的价格，但却无法获得一美元钞

票作为回报。因此，如果该钞票的最高叫价停在了35美分，而次高叫

价为25美分，那么胜出者就将获得总共65美分的回报，而叫价次高者

也不得不支付给拍卖者25美分。

在游戏之初，人们通常会从一个小数量开始叫价。为什么不呢？

如果能以10美分、20美分、或者30美分的叫价获得这张一美元钞票的

话，为什么不去试试呢？也许其他叫价人不会选择继续玩这个游戏。

不幸的是，其他人通常也用同样的方式来思考问题，而结果是几个人

开始竞标。最终的叫价往往会到达一美元（也就是这个奖励的实际价

值），而在此刻发生了两件重要的事情：游戏人数通常会减少，最后

只剩下两个叫价最高的人仍旧在互相竞争，而这两个竞标者的动机也

从最初为了获得最大的受益（尽自己的可能做到最好）转而关注如何

最小化自己的损失。当叫价超过一美元之后，问题就不再是冲突一方

能赚多少钱，而是能不损失多少钱了。叫价往往会远远超过一美元。



为什么冲突一方不在叫价达到一美元这一时点退出呢？在很大程

度上，这似乎是因为他或她已经知晓自己在这项“投资”中投入了多

少金钱和时间，因而不愿意放弃。此外，冲突一方继续抱有这样的希

望，即另一方将停止竞标，抚平自己的伤口，然后离开现场，将胜利

留给自己。“如果我再坚持长一点的时间，”冲突一方这样解释道，

“我仍能反败为胜。”问题在于，如果冲突双方都这样想，那么就没

有一方愿意退出，而冲突将继续升级。

当冲突随着各方叫价的增长而增强时，还会发生另一种转型（参

见第5章）。冲突一方对最大化赢利的关注，先是为最小化损失的关注

取代，现在又为确保另一方至少和自身损失一样多这样一种决定所取

代。“我可能会以身犯险，”冲突一方解释道，“但是这样做将会让

另一方和我一样倒霉。”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元拍卖的最后阶段，那些

看似很愚蠢的做法显现出来。换言之，冲突一方越来越关注那些对自

己形象所造成的威胁。

舒必克的美元拍卖游戏说明，处于冲突升级中的人可能会非常不

明智地过度投入冲突。比如舒必克报告说，一美元的钞票往往会以高

达5或者6美元的价格被拍卖掉[54]。这无疑会成为人们在不理性思维

支配下过度投入的例证。我们如何解释这一点呢？为什么冲突一方有

时会超越所有的理性，忘我地投入冲突并竭尽所有的资源？为了找到

这一问题的一些答案，我们必须探究越陷越深这一主题。

越陷越深的特征

越陷越深指的是这样一种过程，即冲突一方在一段时间内追逐某

一目标时，所耗费的时间、精力、金钱或者其他资源，用外部标准来

衡量的话，是不合理的。人们在与环境的互动中会越陷越深，比如，

曾经将更多的金钱浪费在一辆总是出毛病的旧车上。然而，本书最为

关注的情境本质上都是社会的，必须在两个或多个个体或群体之间形



成带有竞争关系。美元拍卖游戏就是越陷越深的人际冲突的典型例

证。在群际层面上，我们以罢工为例。冲突双方都坚持下去，部分是

因为各自都已经投入太多，也遭了不少罪，一旦放弃就等于前功尽

弃。双方坚持不妥协的立场时间越长，就越会紧迫地感觉到，需要通

过继续不妥协状态来证明这一立场的合理性。

最后，在国际决策层面上，我们可以分析越南战争中美国所扮演

的角色和其逐步深入的卷入行为，说明越陷越深现象。哈伯斯塔姆

（Halberstam， 1969）在《最好的和最明智的》（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一书中，作者用了非常多的这类术语来解释美国卷入越南

战争的问题。保守派再三指出，美国开始的是傻瓜之旅（而且不符合

道德），我们应该在失去又一条美国人的生命（或者是越南人的生

命）之前，立即从东南亚撤回我们的军队。然而，激进派反驳说，这

正是我们应该继续待在越南的原因，也正是我们应该持续战争的原

因。他们指出，如果现在撤退的话，将会让无数条生命白白地牺牲，

越南战争也会被人视为毫无意义的闹剧。不管怎样，在越南所取得的

胜利，以及在东南亚反共产主义政权的安全只不过是一两场战争而

已。我们也可以用类似的方式来分析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以及

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战争所引起的余波。

预防越陷越深现象

无论是在心理学家的实验室还是在实地调查中，越陷越深都以这

样或那样的形式，成为许多研究者的研究对象（参见Brockner &

Rubin， 1985）。这些研究启示了一些能预防越陷越深的策略。

● 设定限度。冲突一方在开始追求目标之前，如果对自己的投入

设定了限度，就不太可能会越陷越深。此外，如果冲突一方向他人宣

布，公开承诺自己会忠于这一限度，就最不能发生越陷越深。



● 组块分析。如果越陷越深的情境下耗费的资源是时间，那么就

会产生一个特殊的问题——比如，如果冲突一方被某个自动电话交换

机要求“稍等”，或者被一个错进了办公室的人拖着问问题。问题在

于，是否持续这种投资方向并没有一个自然的决策点。冲突一方被动

地卷入到这样的耗费中，而决定权并不在自己手中。这种情境下，冲

突一方特别容易越陷越深。此情此景我们可以鼓励冲突一方定期地再

评价己方的投入——这一过程称为组块分析，以避免越陷越深。布洛

克那等人（Brockner et al.， 1979）的发现说明，即使是稍微提供

组块分析的机会，也会起到作用。研究中，那些正在从事一项越陷越

深任务的参与者，每三分钟就会被实验者叫停一次，询问他们希望继

续还是退出。结果表明，与那些从未被实验者打断的参与者相比，这

些参与者只不过对这一问题稍加考虑，就只耗费了前者不到一半的时

间而最终退出了任务。

● 突出代价。布洛克那等人（Brockner et al.， 1979）所引入

的停止点不但允许冲突一方对其投入进行组块分析，而且还会提醒冲

突一方，继续参与下去带来的代价。这类提醒的出现就可能会减少越

陷越深现象。布洛克那等人（Brockner et al.， 1981）在一项研究

中证实了这一点。在该项研究中，研究者给了部分参与者“结算

表”，描绘了他们在每个可能的停止点上需要付出的代价。结果发

现，与那些得到结算表的参与者相比，没有拿到结算表的参与者——

对于他们而言代价并不突出——显然会更容易陷入任务之中。其他研

究结果还表明，如果在一项越陷越深任务的早期，也就是过度投入所

带来的压力开始生效之前，人们就能获得突出的代价信息，那么这一

效果尤其明显（Brockner et al.， 1982）。

● 避免关注冲突一方的形象。在美元拍卖游戏的最后阶段里，冲

突一方之所以坚持下去，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确保迫使另一方至

少损失和自己一样多的钱。也就是在这一阶段里，冲突一方变得极为



关注自己留给另一方和所有旁观者的强硬形象。随着个体或群体间的

冲突继续强化，冲突一方会有威胁感，认为自己采取的任何和解或友

好姿态，都会暗示出自己的软弱，并会招致将来的盘剥行为[55]。这

种对羞辱的恐惧感进一步迫使冲突一方在这种越陷越深情境中坚持下

去。准此而论，如果我们能记住与这一关注有关的危险，那么就可能

会帮助我们避免越陷越深。

总结和结论

本章我们解释了严重的冲突升级如此频繁地持续的原因，或者当

新问题出现时会再次发生的原因。对这一问题的解释分为3个部分。第

一是升级循环就像所有的恶性循环一样，往往会自我延续。

第二存在着很多种机制，使得结构变化一旦形成，就会持续下

去。有些机制是会强化敌对态度和知觉的心理过程。这些机制包括自

我实现的预言、敌对行为的合理化、自闭性敌视以及3种选择性信息加

工：对自己和另一方的行为做出的自利评价、选择性地信息搜集和归

因偏差。另一些机制致使敌对目标得以持续。比如，因为对过去的侮

辱或欺压所产生的仇恨和忧思，复仇的愿望得以持续保持。

所有刚刚提及的机制都促使群际和人际的冲突升级得以持续下

去。此外，敌对的群体规范往往会因社会的压力而得以延续。激进的

亚群体和他们的领导有时会刻意安排那些使他们获得权力的冲突持续

下去，以便自己能继续统治更大的群体。他们在冲突的继续上拥有

“既得利益”。

升级的冲突也会因曾经极化的社区难以重新团结在一起而持续下

去。一旦存在横向联系的机构遭到破坏，而且潜在的调解人已经选择



支持某一方，那么预防内部争斗的政治过程就消失了，而结果就是极

化继续下去。

第三部分涉及越陷越深过程，个体和群体都因此陷入自我毁灭的

战术之中。极为常见的情形是，起初只有少量约束的投入变成了诱

饵，造成了宝贵资源的浪费甚至是生命的无谓牺牲。避免越陷越深的

策略包括，为冲突持续投入设定限度，将时间组块分析，阶段性地突

出代价以及避免对个人强硬形象的关注。

很明显，在升级的冲突中，激化容易平息难。严重的冲突升级一

旦启动，就往往会自我强化。然而，我们知道，冲突并不会永远升级

下去。在某一个点上（如果双方仍旧活着的话），混乱状态会趋于平

静，冲突会开始减弱。第9章我们要考察那些可能终止冲突和解决冲突

的过渡环境。

[1] 费歇和基施利（Fisher & Keashly， 1990）加上了第四个阶段，即冲突双方旨在互相破坏的阶

段。如果我们用第3章曾提及的双向关注模型进行解释，另一方目标的这一进展形成了一种负面的另一方关

注，这一点并未展示在图3.1中。

　　

[2] 前文提及另一个家庭冲突升级的例子，即第1章的本和他父亲的故事。在那个故事中，严重的战术

替代了较轻的战术，问题的数量迅速扩散（开始是那辆汽车，然后就扩散到其他各种各样的关注点），动

机发生了转变，而且冲突的当事人也由两人发展到整个家庭。虽然故事本身并未言明，在整个冲突升级过

程中，当事人到底说了些什么，但是我们可以想象，父亲谈话的焦点从汽车转到了儿子的懒惰和自私——

在这个案例中，焦点从具体问题转变为普遍问题。

　　

[3] 模型是一种抽象的思维模式，从中可以得到对特定事件的解释或预测。普遍的情况是我们往往可

以用各种可供选择的模型来解释或预测同一个事件，而且这些模型中不只一个是正确的。比如，假若我们

正在努力解释，一个孩子是如何学会“7乘以7等于49”的。如果我们想用学习的强化模型解释，我们可以

这样说，这个孩子因正确说出 “7乘以7等于49”而得到了赞扬，因此获得了这一知识。如果我们用社会学

习模型来解释的话，我们可以说，孩子之所以获得这一知识，是因为模仿了他们尊重的人，而这些人说，

“7乘以7等于49”。人们往往努力在这两种解释之间做出选择，但多数情况下这两种解释都是正确的。孩

子可能首先模仿而习得这一等式，之后会因重复该等式而受到奖励，最后该等式就成为孩子长期记忆的一

部分。



　　

[4] 在先前的版本中，争斗者—防御者模型被称为“攻击者—防御者模型”。

　　

[5] 尽管这一系列事件涉及苏联的单方面升级，但其实形成冷战局势的整个过程在本质上都是循环

的，而且更符合冲突螺旋模型。我们接下来将详细阐述这一点。

　　

[6] 美国特工处（U. S. Secret Service）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在校园枪击事件的背后，那些枪击

者最常见的动机就是，对过去所遭受的烦扰进行报复。这项研究考察了1974到2000年期间37次校园枪击事

件中的41名年轻人。

　　

[7] 这些未来杀手令人羞愧的经历，可能是源于普遍存在于众多美国学校里的这样一种感觉，即取笑

和讥讽那些与众不同者，对于主流群体而言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因而在哥伦拜恩（Columbine）枪击事件

之后，据报道学校有名足球队员这样说道，“哥伦拜恩是个又好又洁净的地方，除了那些‘残次品’……

当然我们会取笑他们。但是对于那些顶着古怪的发型和戴着角帽来到学校的孩子们，你能期待什么

呢？……如果你想要摆脱一个人，通常你就会取笑他们（Aronson，2000：71-72）。”

　　

[8] 我们并不少说校园杀手都是在愤怒爆发的那一时刻冲动杀人。大部分校园杀手都制定了复仇计

划，并仔细挑选了武器以及枪杀目标（Vossekuil et al.， 2000）。这里我们想说的是，自我消耗消除

了那些道德和对未来导向的控制力，这些力量本可以对他们的计划加以节制。自我消耗这一概念是由鲍迈

斯特（Baumeister）和他的同事们提出来的（请看Baumeister et al.， 1999）。

　　

[9] 卷入冲突的双方通常都会将另一方视为“攻击者”，这样做会让他们对自己和自己所在的群体感

觉好些。因此，大部分苏联人对美国产生了镜像反应，都认为对方应该单方面为冲突负责

（Bronfenbrenner， 1961；Frank， 1982；White， 1984）。当前，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互相谴责

对方带有破坏性的行为，这些行为都是冲突螺旋的主要部分。

　　

[10] 很多理论家在著作中都讨论了冲突螺旋模型，包括诺斯等人（North et al.， 1964），奥斯古

德（Osgood， 1962， 1964）、以及理查森（Richardson）的研究。谈到冲突螺旋模型和争斗者—防御



者模型的区别，最难掌握的是那些面对持续不断的烦扰做出回应的冲突升级案例。在这样的案例中，冲突

一方（争斗者）对另一方的行为做出回应，另一方可能会对冲突一方的升级做出回应而升级。我们将之视

为争斗者—防御者案例而非冲突螺旋案例，是因为冲突一方并未随着另一方的升级而升级，而只是对来自

另一方的持续不断的烦扰做出回应。因此，不存在行动、回应及进一步回应这样的螺旋。

　　

[11] 先前我们曾提到过，为了尽力阻止西德统一，苏联采取了越来越严重的战术，这些事件都可以视

为这一大规模冲突螺旋中的一个争斗者—防御者片段。

　　

[12] 我们在这里用了“悲剧”一词，是取自经典的希腊悲剧的含义。希腊悲剧中的个体往往出于看似

合理而充分的理由采取行动，但却制造了对自身带有悲剧性的结果。在那些正在升级的冲突螺旋中，当事

人双方都在同一艘带有自我破坏性的船上。

　　

[13] 有人会说，冲突升级源于以色列占据约旦河西岸，或是阿里尔·沙龙（Ariel Saron）走进了耶

路撒冷的圣殿山（Temple Mount），而不是源于巴勒斯坦人的投掷石块行为。然而，我们将后者作为2000

年开始的暴力循环的起点，因为我们将暴力定义为在身体上对另一方进行伤害。

　　

[14] 伯顿（Burton， 1962）、科尔曼（Coleman， 1957）、普鲁伊特和欧扎克（Pruitt &

Olczak， 1995）、熊彼特（Schumpeter， 1955）以及其他一些学者曾在其著述中间接提到过这一模

型。

　　

[15] 读完本章之后，你可能会想了解结构变化模型的争斗者—防御者版本的细节问题。

　　

[16] 该项法则原来的陈述要广泛得多。多伊奇（Deutsch， 2000a）将他的“社会关系原始法则”表

述如下：“某一特定类型的社会关系所引发的独特的过程和结果，也往往反过来会引发该种社会关系。”

　　

[17] 前文曾提及这类形象威胁，可以视为诸多校园杀人案的原因所在。前面提及的对形象损失的恐惧

是一个与之相关的概念。



　　

[18] 温特（Winter， 1987）曾经描述过这样一种现象，即在作为结果而发生的冲突螺旋中，与权力

有关的形象关注变得日趋强烈。

　　

[19] 大量的社会心理学文献中都提到了态度和知觉问题。请参看巴塔尔（Bartal，2000）、欧文

（Erwin，2000）以及佩蒂和卡乔波（Petty & Cacioppo， 1996）的著作。

　　

[20] 这类示好技术上称为单向主动权（unilateral initiatives），我们将在第9章加以讨论。

　　

[21] 《新闻周刊》（Newsweek）的柏林局负责人查尔斯·雷恩（Charles Lane）报道了来自前南斯

拉夫贝尔格莱德的如下观察：“我认为最过分离奇的报道，是贝尔格莱德电视台所讲述的，在萨拉热窝动

物园，激进分子用塞尔维亚族的婴儿来喂狮子。我觉得这一报道很具娱乐性，直到我听到一名55岁的妇

女，站在雨果斯堪迪克银行（Yugoskandic bank）线外，在逐字逐句地重复这一故事。她这样解释

道，‘这就是为什么塞尔维亚人不得不捕杀动物的原因。’”

　　

[22]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害怕对方复仇的恐惧会促使那些可能的施暴者三思而行，这会削弱冲突升

级。因此，比斯等人（Bies et al.， 1997）发现，这种恐惧能可以用作非正式的社会控制手段，以预防

众多的组织冲突升级。然而，一旦复仇已经实施，反复仇行为往往会紧随其后，而这些行动又推动着冲突

双方背道而驰。

　　

[23] 这方面广为人知的座右铭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不应视为支持人们复仇，而应视为逐步转

变到遏制过度复仇的良方（Jacoby， 1983）。

　　

[24] 安哥拉有句箴言点明了这一巨大的知觉差距：“行恶者健忘；受害者永记。”

　　



[25] 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无法对一名正双手提着裤子奔跑的敌方士

兵射击。他说：“我来这儿是射击‘法西斯分子’的，但一个提着裤子的男人不是‘法西斯分子’，很显

然他是一名与你相似的人，你感觉好像不应该对他射击（1968：254，转引自Brehm & Kassin，

1993）。”

　　

[26] 研究表明，如果冲突一方从属的群体越大，就越有可能丧失自我意识并实施攻击行为。去个体化

现象可以部分地解释洛杉矶警察殴打罗德尼·金的事件。据报道，除了4名警察实际参与了殴打罗德尼·金

之外，还有很多警察站在旁边观望。

　　

[27] 新的冲突群体未必会卷入剧烈的冲突升级。他们的行为往往局限于那些彬彬有礼的战术，如请愿

和努力影响选举结果。然而，冲突也可能会升级，蒙受损害的群体会变得好战，并会采取越来越严重的行

动，伴随着更为强烈的情感、更极端的要求、日益增强的凝聚力、要求一致性的更多压力以及越来越好战

的领导集体。在一个已经升级的冲突结束时，好战的冲突群体往往会在社区里承担合法的角色。为此，他

们的领导者（无论是原来的领导还是一个新班子）必须在和平的政治过程中担当起群体利益倡导者的角

色。因此，南非好战的非洲国民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就变成了一个政党，并且推举候选人

参加选举。同样，美国劳工运动起初是暴力的和革命性的组织，最终却成为政治机构的一个固定部门。的

确，里昂（Lyons， 2002）曾这样论证道，在内战的背景下，除非发生这样一种转变，否则已升级的群际

冲突无法得到长期解决。

　　

[28] 在水牛城大学冲突中，读者无疑会发现一组相对可以预测的行动和回应，一边是学生和教职工，

而另一边是警察和管理层。想了解这种双人舞模式的读者应该读读鲍尔斯和奥克斯（Bowers & Ochs，

1971）撰写的《控制动乱的语言艺术》（The Rhetoric of Agitation and Control）。

　　

[29] 我们将在第7章讨论群体成员的分裂问题。

　　

[30] 本文的抑制是指针对特定行动的认知约束。

　　

[31] 愤怒是导致攻击的原因之一，这一常识观点已为我们欣然接受。有些理论家也接受这一观点（比

如Allred， 1999；Zillmann， 1979），但另一些理论家却并非如此（Berkowitz， 1993）。



　　

[32] 以上这两种解释都有案例的支持。然而，幽默和小礼物确实是减少了谈判中容易引起争议的行为

（Carnevale & Isen，1986； O’Quin & Aronoff，1981），这一事实说明了后一种解释是正确的——

即效果表现在干预反应产生的一面。谈判时愤怒的情绪往往并不显著；因此，愉快的经历对谈判行为所产

生的效果，不太可能是通过调和愤怒而实现的。

　　

[33] 请看马卡斯等人（Marcus et al.， 2000）对替代攻击现象所作的元分析研究。

　　

[34] 这里“范式”一词是指提出解释的一种思维方式，而非正在采取某种特定行动的人。

　　

[35] 这一研究结果也在动物界得到了证实；亲属关系更近的动物往往会得到更多的支持，并且较少会

成为彼此的攻击对象（Buss， 1999；Pfennig & Sherman， 1995）。

　　

[36] 第11章将专门讨论社区调解，这将是调解章节的主要部分。

　　

[37] 此类规范必须与那些自然规范以及规定何人做出何种决策的规范区分开来。正如第2章所述，后

两种规范通常会彻底消除冲突发生的可能性，而不只是消除冲突升级的可能性。

　　

[38] Watts Riots， 1965年8月11日至17日在美国洛杉矶的瓦特居民区发生瓦特暴乱。持续6天的暴

乱致使34人死亡，1 032人受伤，3 438人遭到拘捕，财产损失超过4千万美元。这是1992年的洛杉矶暴乱

之前这座城市最为严重的暴乱事件。——编者注

　　

[39] “重叠”这个词的含义可能并不清晰。在这一事例中，宗教信仰、族群、社会阶级及地理区域等

各种差别全部重叠在一起。这意味着所有这些维度将社区成员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同质群体。



　　

[40] 此外，中等程度的纷争有时利于一些机构的发展（比如代表委员会和调解服务机构），这些机构

随时准备解决将来可能发生的更严重的冲突。我们将在第11章讨论冲突管理体系时，重新考查这些机构。

　　

[41] 虽然存在横向联系的成员减少了群际严重争斗行为发生的可能性，但总的说来，他们却并非总是

对社会有益。社会需要特定群体的积极主动的竞争。比如，在那些生产同种产品的公司中发展连锁型董事

会，社会必须抵制这样的行为，因为这些公司之间需要相互竞争（Schoorman et al.， 1981）。

　　

[42] 第4章我们全面地讨论过威胁战术。

　　

[43]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本书第1章提及的本的故事，妈妈和姐姐站在了本这一边。

　　

[44] 有人主张，当事人一方保护盟国的愿望是否可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和盟国联系纽带的强

度。因此，当事人一方与盟国的贸易、旅游以及友好声明，可能都有助于威慑针对盟国的袭击。

　　

[45] 图7.1中B曲线尾端大部分都走高，但是到了末端则开始下降。这样绘图的原因是，升级的冲突最

终会结束在某一点上，正如第9章所讨论的各种冲突结束过程。

　　

[46] Cerberus，有三个头，赫西奥德的《神谱》中记载有50个头，为了雕刻方便而减为3个。——编

者注

　　

[47] 我们可以在普鲁特（Pruitt， 1969）的研究中，找到能预测临界点位置的几何模型。

　　



[48] Procrustean bed，出自希腊神话，指强求一致的政策。——编者注

　　

[49] 这样一个有助于冲突升级的认知过程有时也会带来更多的积极结果。比如，两个处于热恋中的人

可能会“透过玫瑰色的眼镜”来互相看待对方——不断地寻求证据来支持心中的看法，对方是世界上最美

好的人；带有偏向性地解释恋人的行为，忽视那些负面信息（“他今天早上性情非常暴躁——一定是因为

这可恶的天气”）；同时夸大积极性信息的稳定性（“她刚刚又讲了一个笑话。她是多么风趣啊！”）。

换言之，这些过程既能强化正面印象，也能强化负面印象。默里和霍姆斯（Murray & Holmes， 1997）对

恋爱关系的研究支持了这一假设。

　　

[50] 对仇恨的更为详尽的讨论，尤其是仇恨和愤怒的比较参见本济夫（Ben-Ze’ev， 2000）和厄尔

斯特（Elster， 1999）的著作。仇恨在种族清洗中的作用参见内马克（Naimark， 2000）和考夫曼

（Kaufman， 2001）的著作，仇恨在种族暴动中的作用参见霍罗威茨（Horowitz，2001）的著作。

　　

[51] Ustasha，克罗地亚的独立运动组织，曾经残酷地镇压塞尔维亚人、犹太人和吉普赛人。——编

者注

　　

[52] 科尔曼（Coleman， 2000）指出，集体忧思是使得冲突得以跨代持续下去的途径之一。

　　

[53] Humpty Dumpty，童谣中从墙上摔下，跌得粉碎的蛋形矮胖子。——编者注

　　

[54] 我们曾经对这个游戏进行了改变，在一大群商务人士面前拍卖一张100美元的钞票，我们的一位

同事成功地将之卖到3 000美元！

　　

[55] 在第6章讨论过这类形象威胁。几乎所有的冲突升级类型中都能发现它们的踪影。



第三编 僵局和解决

第9章 僵局认知和去升级化

前面4章我们阐述了严重的争斗之术得以选择及冲突升级的过程和

原因。我们还讨论了为何升级一旦发生就往往会持续下去。然而，不

论使得冲突升级持续下去是何种机制，在某个时刻，升级的冲突总会

结束。不幸的是，大多数美好的事物最终的确都将走向结束，但欣慰

的是，大多数丑恶的事物也往往会走向结束。处于严重升级的冲突中

的人彼此造成的伤害只有那么多，而持续的时间也只有那么长。本章

的主题是要探讨冲突升级结束和去升级化启动的原因及过程。此外，

经常会出现某种重要的转型，成为连接升级结束和针对冲突解决而发

动的最早和解行动的桥梁。我们还将关注这种转型的本质。

为何冲突会停止升级

假设有两个孩子为谁应该先骑一辆闪亮的新自行车发生争吵。他

们已经来来回回争论了好长时间，两人之间的冲突一直处于升级状

态。最后，他们开始互相推推搡搡。然而，这一过程在某个时刻停了

下来，为去升级化所替代，通常可能有以下5种原因：

第一，　一方成功地压倒了另一方，使得对方屈服。正如例子里

一个孩子吵赢了并且骑走了自行车。我们还可以回想一下第6章提及的

监狱大战的例子。毫无疑问，那名被打败的犯人对结果感到很不满

意，但显然那两个打他的人却并不这样想。冲突之所以停止升级，是

因为后者占据了上风[1]。



第二，　一方能占据单方面的优势。假设其中一个孩子（冲突一

方）只不过爬上了自行车的座位，并骑着它直到日落时分，冲突就结

束了。冲突停止了升级——并非是因为压倒了另一方，而是因为冲突

一方已经占据了情境优势。

第三，双方都避免发生进一步冲突，离开了自行车，转而去干其

他事情。

第四，有权力的第三方（或者更多其另一方）介入了该情境，并

实施了解决方案。比如，其中一个孩子的母亲可能会扮演仲裁员，对

此事进行裁决。

最后——我们还可以更加详尽地阐述这一选择——冲突双方停止

争斗，商定一种解决方案，这可能会借助第三方作为调解者的力量

[2]。因此，孩子们可能会就冲突问题展开讨论，并且同意轮流使用自

行车，并通过抛硬币的方法来决定谁先骑。

僵局认知

谈判和调解通常源自对僵局的认知（perceived stalement），这

种情形下，冲突一方（最好是双方）能认识到，自己在冲突中无法再

以某种可以接受的代价或风险来取得进展——想进一步采取措施，通

过升级冲突而获胜，是不可行的和/或不明智的[3]。如果冲突一方感

知到，自己相对于另一方的优势正在逐步削弱，或者另一方的优势正

在逐步增强，那么僵局感就会加重。

在认识到僵局的某个时刻，冲突一方通常不会进一步升级冲突，

尽管其可能还不愿意采取行动，最终达成协议。这时冲突激化的程度

可能已经到达了最大。对于冲突这艘动荡不安的方舟，僵局已是高水



位标志。水位可能不会再升高，但也没有出现去升级化水位开始降

低。

即使认识到僵局的存在，冲突一方仍有可能继续采用争斗之术，

以图占据优势地位。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冲突一方的行为可能看上去

并未发生变化，然而，冲突一方对冲突的展望可能会发生变化。虽然

冲突一方可能还想“让对方吃点苦头”，但现在看来，这样做无法获

得预期的结果，或者太过冒险。可能另一方会拒绝让步，可能冲突一

方的资源正在枯竭，也可能冲突一方的代价或风险变得让人无法接

受。无论何种原因，冲突一方都勉强接受了一个现实，即继续冲突所

带来的伤害要大于解决冲突。出于这样的现实考虑，减弱或解决冲突

的曙光开始出现，尤其在另一方也有同样认识的情况下。

冲突一方得出结论，自己身陷冲突僵局，其理由主要有4条，即争

斗之术的失败、必需资源的枯竭、社会支持的丧失及无法接受的代价

或风险。

过去使用的争斗之术虽然有些成效，现在却可能因为没有刺激作

用而失败。也许冲突一方曾经过于频繁地使用辩论说服和威胁战术，

过于坚持强硬立场；而另一方则发现这些行动不再令人信服或者值得

注意。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正如两个曾经住在一起多年的人，双方都

非常熟知对方的举动和姿势，以至于都不可能占据优势。一方所有的

举动都会遭到对方精心准备、了然于胸的回击，攻防都显得游刃有

余。

争斗之术所以达不到预期的目的，也与继续争斗必需资源的枯竭

有关。这就像拳击手在多次被击打到绳子那头之后，变得伤痕累累且

虚弱不堪一样，冲突升级中的一方或者双方只不过有心无力罢了。这

既不是缺乏打败另一方的决心，也不是不明白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冲

突一方最大的希望仍旧是将对方踢出局，并且在最后一分钟抓住胜



利。然而，这却是不可能的了。口头和战术攻击曾经很有威力和效

果，但现在对对手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虽说这些武器还能再次用来做

致命一击，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实在是筋疲力尽了。

在一方陷入冲突僵局时，有几种资源可能会枯竭。一种资源就如

职业拳击手所拥有的能量——继续维持争斗所必需的身体上和精神上

的活力会逐渐衰竭。在众多竞夺性的争斗中，另一重要的资源就是金

钱——发动竞争而投入有形资产所需的持续财务能力。比如，在美元

拍卖游戏中（参见第8章），当投标者没有更多的资金继续争斗之时，

拍卖就结束了。当两名对手的供给线被切断，争斗必定会走向结束。

最终，时间本身也往往是一种有限的资源，一旦耗尽就会迫使竞争对

手进入僵局。

冲突一方因社会支持逐渐减少而被迫陷入僵局，这也可能与资源

的枯竭有关。为了维持与他方的争斗，冲突方往往要依赖选民或赞助

者的支持。劳资谈判之所以能在讨价还价过程中坚持下去，是因为谈

判者仍能继续得到他们所代表的组织的支持——即使这种支持可能是

被动的。革命者通常会依赖他们试图颠覆国家的外部盟友的支持——

供给、招募、安全庇护以及其他类似事物。

盟友通常会超越争执双方，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这有时

会使得他们向争论双方施压，要求双方结束冲突[4]。即使那些职业拳

击手，也最好不要视为孤立的个体，而是经济和社会利益的代表。拳

击手能否继续比赛通常不是他们个人就能决定的。因此，冲突的升级

往往会止步于僵局，因为冲突一方不再能保证获得必需的群体成员或

盟友的支持。

最后，存在一些重要的情形使得僵局明朗化，这是因为冲突一方

得出结论，认为继续争斗将带来巨大的代价或风险，因而必须避免冲



突进一步升级。可能组织内的成员会抱怨财富正在耗尽，或者抗议生

命的逝去。还有可能发生的是，冲突涉及新问题和新人员，这会使与

另一方的关系变得更复杂。如果冲突需要金钱支撑，而这些钱又是其

他项目所急需的，机会成本也可能会成问题。或许可能会存有对未来

灾难的恐惧感（Zartman， 2000）。当钟摆指向午夜之时，冲突一方

可能会不自在地觉得自己正走向不归路——己方与另一方的关系将彻

底破裂，第三方可能会利用己方的穷途末路，或者己方将遭到某些极

具破坏力的武器的严重伤害或者打击。

承认僵局

冲突各方通常意识不到自己实际上已经身处僵局之中。结构变化

可能如此巨大——他们对敌人的仇恨或者激进的意识形态可能如此强

烈——以至于他们充满热情地继续着这场实际上必输无疑的战斗。或

许他们在认识上越来越深地陷入冲突——太专注于细节而看不到未来

更黯淡的结局，或者坚守自己的承诺以完成先前的声明，或者固执己

见以证明先前的投入合理。

此种情形下，可能需要某种沉痛打击[5]让他们幡然醒悟——突出

事件会彰显其争斗获胜的机会很渺茫，或者继续争斗需投入的巨大代

价和风险——灾难或毁灭性的事件会激发当事人仔细地反思实际发生

的一切。在国际关系中，沉痛打击可能包括敌人冲破关键防线、大批

生命突然死亡或者权力和领导合法性的突然丧失（Druckman &

Green， 1995；Mitchell， 2000）。

对僵局的认知还可能伴随群体或国内领导层的变动（Haass，

1990；Lieberfeld， 1999；Mitchell， 2000）。因此，政府的变化

往往会导致领导层重新思考现有的冲突，并寻求和平解决方案。比

如，戈尔巴乔夫（Gorbachev）担任苏联领导人之后，冷战的紧张状态

就开始变得缓和。德·克拉克（De Klerk）成为南非总统之后，启动



了各种具有广泛代表性的选举磋商。拉宾和巴拉克先后担任总理之

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都开始了艰苦的谈判。新领导人采纳新思维通

常有几种原因。他们常常要比那些即将卸任的领导层更年轻，也更灵

活；他们并对过去的决定没有承诺义务，因而能进行广泛的政策回

顾；他们也通常会在任职初期，即上任后的“蜜月期”内为改变留有

余地。

古巴导弹危机

1962年发生的古巴导弹危机，可以称为冷战中最为惊心动魄的一

幕，该危机使双方都认识到陷入僵局。在危机发生前的数月，苏联已

经开始将若干艘装有中程导弹和核弹头的船只运往古巴，该行动的意

图清楚明确，即这些武器一旦部署好之后，将直接威胁美国东部的城

市中心。清晰无误的苏联活动照片证据呈现给了美国总统约翰·肯尼

迪，并引起了他的注意，危机由此开始。总统随即做出反应，威胁

道，除非俄国人立即停止所有进一步的运输行动，并且销毁掉已经部

署在古巴的武器和设施，否则将对所有苏联到古巴的船只实施海上封

锁。苏联以沉默来应对这一威胁。这一幕成为两国历史上最具戏剧性

的超级大国对立事件。

肯尼迪总统宣布，海上封锁将于10月24日（周三）付诸实施。美

国派出巡洋舰和航空母舰进入到古巴海域。快到上午10点之时，发现

了两艘苏联船，正朝着800公里外的检疫站行使。这两艘船，“加加

林”和“科迈尔斯”号驶近边界附近，一艘苏联潜艇开到两艘船之间

的位置。美国航空母舰“埃塞克斯”号接到命令，向潜水艇发出信

号，示意其升至海面以上并说明自己的身份，如果对方拒绝将投放深

水炸弹。

总统的兄弟罗伯特·肯尼迪在其感人的纪实书籍《十三天》

（ Thirteen Days ）中，从自己的角度详细描述了整起事件



（Kennedy， 1969：69-70）：

我认为这几分钟是总统最为关注的严重时刻。世界已处于大规模

毁灭的边缘了吗？这是我们的过错吗？是错误吗？还有什么该做的事

或者说不该做的事吗？他把一只手伸到脸上，蒙住了嘴。他松开了拳

头又攥紧了拳头。他的脸好像拉长了，他的眼睛出现了痛苦的神情，

几乎变成了灰色……我们已经到了必须做出最后决定的时刻了。

当天上午10:25，传来了消息，苏联船只出现故障搁浅在水中。总

统立即下达命令，不得阻止或拦截任何苏联船舶，给这些船舶以回航

的机会。罗伯特·肯尼迪做出了以下结论（Kennedy， 1969：72）：

于是我们又重新回到细节问题的讨论上来。会议以低沉的声调进

行下去。每个人看上去都像是另外一个人了。世界好似一度停滞不

动，而现在又开始转动起来。

1962年10月美国和苏联都有大量的机会和丰富的资源，在古巴海

岸线之外的领域继续各种争斗。然而，双方都意识到，这样做的代价

和风险太高，以至于不可能持续争斗。持续的危机给双方带来的代价

都很高——无论在金钱、人力还是对解决其他紧迫问题的干扰都是如

此。最为重要的是，核灾难很可能在所难免。结果导致了典型的僵持

状态，双方都尽最大的勇气在冲突升级的道路上尽可能走得远些。在

这场面对面的对抗之后，双方着手进行谈判，最后签署了这样一项协

定，即美国承诺不入侵古巴，条件是苏联承诺撤销和销毁其在古巴所

部属的导弹[6]。此外，这一事件对双方的震动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出

现了一个“缓和”时期，期间双方通过谈判还达成了其他几项协定。

去升级化如何开始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描述了冲突一方认识到冲突僵局存在的原因

——也就是说，为何冲突一方可能得出结论，认为冲突无法忍受，应

该尽快结束。然而，一旦冲突一方感知到僵局，接下来又会发生什

么？

首先，冲突可能不会有多大的好转。冲突一方心有不甘地认识

到，自己无法在可接受的代价和风险之内战胜对方，然而又不愿意让

步或退避，将胜利拱手让与对方。即便稍作让步，对于冲突一方的自

尊都是一种打击，很有可能表示己方向另一方示弱。另一项选择退避

无异于屈服，也难以接受。

现在只剩下问题解决方案了。问题在于如何开始实施这一方案。

冲突一方不但进退两难，而且很可能会谴责另一方给自己带来了不

幸。然而，冲突一方也开始意识到没有另一方的同意，己方也无法得

偿所愿。很显然，冲突一方只有提出一项另一方觉得可以接受的方

案，才能得到另一方的同意。

冲突僵局认知最重要的结果是，冲突一方被迫接受另一方为己方

相互依赖的合作者，而不得不与之进行某些交换。对于冲突一方而

言，另一方并非可以愉快合作的朋友，而是令人鄙视的敌人，自己与

之合作是迫不得已。（当有人问温斯顿·丘吉尔，大英帝国为何决定

与苏联结盟以打败纳粹德国时，丘吉尔这样回答道，“为了打败纳

粹，我会与魔鬼结盟”。）冲突一方尝试走出僵局时，因为要解决冲

突，往往将对方视为必须要与之打交道的恶棍，对方又是不得不迎合

和依赖的敌人。这就为去升级化和谈判打开了大门。在此，谈判可以

定义为“两方或多方之间的讨论，其目的显然是为了解决利益的分歧

（Pruitt & Carnevale， 1993：2）”[7]。



谈判是一种温和的公开冲突，它的战略选择与其他冲突并无二

致。谈判与其他冲突行为的差别是，谈判有可能解决甚至彻底根除冲

突。

冒着过于简单化的风险，我们可以说，谈判往往会表现出两种极

端形式：要么冲突各方剑拔弩张地对峙，使用言语的争斗之术力求获

胜；要么肩并肩地站在一起，联合起来解决问题。谈判通常先表现为

第一种形式，然后过渡到第二种形式，虽然并非总是这样；也就是

说，谈判开始会表现为充满争议的利益交换，之后才会变为更具合作

性的磋商。冲突各方试图走出僵局之时，他们首先会利用谈判来获取

竞争优势，而如果对抗策略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他们会转而采用问题

解决策略。

乐观主义精神

要想冲突一方参与谈判，不但要使其认识，双方要解决冲突僵局

必须相互依赖，而且还要对成功抱有乐观主义（optimism）精神

（Pruitt， 1997）[8]。首先，这种乐观主义精神可以基于工作信任

（working trust）[9]，即相信另一方只要有机会，就会采取合理化

行为。如果缺乏这种信任，冲突一方将继续争斗，而不会参加漫长而

无果的谈判活动，因为参加谈判可能会被对方误解为示弱。工作信任

可能源自这样一种感觉，即另一方认识到僵局的存在——另一方像冲

突一方一样，认为获胜的希望渺茫，而且/或者忧虑冲突持续带来的代

价和风险。工作信任还可能源自某种信念，即相信冲突一方以及/或者

另一方的期望值已经下降到双方可接受的范围之内。（冲突僵局里期

望值往往会因无法达到而下降）。工作信任是影响感知到的共同之处

（PCG）的因素之一，这一概念曾在第3章中介绍过。

要想让冲突一方在谈判开始之后坚持下去，乐观主义精神最终必

须建立在感知到的问题解决之道上，即相信冲突双方实际上正在达成



一项双方都可接受的协定。换言之，隧道尽头是光明。这是影响PCG的

另一个因素。

乐观主义精神还包含这样一种信念，即冲突一方相信自己正在和

另一方的有效代表打交道——有效代表指那些在另一方政治光谱

（political spectrum）中占据足够部分的人，如此谈判协定才能持

续。没有有效的代表，任何谈判都毫无意义。

迄今为止，我们详尽地探讨了冲突一方，而极少提及另一方。然

而，要真正启动谈判进程，冲突双方都必须做好放弃冲突升级的准

备，并尝试不同的做法。此外，双方还必须保持一定的乐观态度。如

果双方都能认识到，他们都陷在冲突僵局之中——即他们的获胜几率

很小，并且/或者要获胜所承担的代价和风险过高——那是再好不过

的。但实际上，只要有一方（我们称之为“冲突一方”）能这样看问

题，并将自己的愿望降到某个点上，从而让另一方开始乐观地认为，

能找到一种可接受的解决方案，那么就已足够。比如，南非白人政府

与黑人之间的谈判之所以能进行，并最终导致南非建立了一个以黑人

为主体的政府，就是因为当时的白人政府很悲观地认为，己方在与黑

人的冲突中难以取胜（同时还受到外部世界反种族隔离政策压力的影

响），于是降低了己方的期望值，从而让非洲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代表了大部分黑人）领导人开始乐观地认为，能

通过谈判实现自己的目标。只有政府认识到冲突僵局的存在；同时，

非洲国民大会（正确地）判断出它将取得胜利，才能真正走出冲突僵

局。幸运的是，为了南非的和平，非洲国民大会的期望值完全限制在

这一时刻，即他们的期望与政府部分一致[10]。

中东的僵局和谈判

僵局认知和乐观主义精神，对于启动并维持谈判至关重要，最好

的证据莫过于1973年10月发生的中东战争（“十月战争”）的余波。



战争始于埃及和叙利亚同时针对以色列发起突然袭击，突袭的结果令

世界震惊，而当时以色列大部分人正在过犹太教最为神圣的节日——

赎罪日。埃及和叙利亚军队长驱直入，进入自1967年“六日战争”以

来一直隶属于以色列的占领区，即西奈半岛、约旦河西岸以及具有重

要战略地位的戈兰高地，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胜利。“十月战争”最终

变得有利于以色列，但这一局面出现在战败给以色列带来严重的恐慌

之后。

扎特曼（Zartman，1981）在分析这一时期的局势时指出，在战争

结束之时，以色列、埃及和叙利亚已经在很多方面陷入了冲突僵局之

中。一方面，他们已经对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有了真实的了解。以色

列发现，自己有可能（至少暂时地）会被势均力敌的对手所打败，而

埃及和叙利亚则发现，他们最终无法打败以色列。此外，以色列还发

起反攻，将埃及军队团团包围。另一方面，以色列拥有西奈领土，但

其合法性却没有得到阿拉伯邻居们的承认。从埃及和叙利亚的角度看

来，他们虽然不拥有领土，但却拥有两大优势，一是自己这方的兵力

日益增长，二是他们有能力拒绝承认以色列的合法主权国地位。

紧接着，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介入这一紧急的国际局势，花了几个

月的时间，来回穿梭于以色列和其对手之间，扮演着调停人的角色。

他不断强调，双方正处在冲突僵局之中——任何一方都没有希望，能

通过强制手段取得半点进展，而他们现有的这种力量均衡状态，却可

能让双方做出妥协和让步。此外，在调停过程中，他从那些容易解决

的问题入手，使双方谈判者觉得谈判将会成功。如此，基辛格维系着

一种僵局感，并且带来了乐观主义元素——即让双方相信，只要他们

跟着基辛格走，就会在部分原则上达成一项双方都能接受的协定。扎

特曼这样描述基辛格这方面的技能：



甚至当基辛格营造双方的僵局认知时，他真实的战术技能也同时

来自于这样一种能力，即让双方确信，妥协不单在理论上可能，而且

无论如何，妥协都要优于可怕的单边行动或者不作为（Zartman，

1981：152）。

摆脱困境

我们在第6章和第8章花了很多篇幅讲述结构变化，这些变化发生

在冲突升级的过程中，并使得升级得以持续。即使在冲突双方都认识

到僵局的存在，并对冲突的发展持乐观态度，因而谈判的情境已经成

熟的情况下，这些结构变化仍会阻碍冲突的去升级化和谈判进程

（Coleman， 1997， 2000）。那么，如何逐渐消减这些结构变化，直

到谈判得以进行呢？在各种文献中，学者们曾经讨论过三种方法：接

触与沟通、高端目标的设定以及单方的调解举措。前两种方法可以由

冲突一方或双方实施，也可以由欲伸出援手的第三方实施[11]。第三

种方法则要求冲突单方面采取具有一定风险的行动。

接触与沟通

敌对双方的直接接触，以及伴随而生的沟通过程，具有很多益

处。首先，接触与沟通使冲突一方有机会解释己方的行动和提议，否

则会招致对方的防御反应或报复行动。第二，接触与沟通有助于冲突

一方了解另一方的动机、耐性等特点；这不但能增加信任，而且能让

冲突一方在行动时打扰另一方。第三，接触和沟通允许双方采用问题

解决战略，因而实质问题和程序问题都能得到解决。如果缺乏这样的

讨论，那么为了达成双方能共同接受的方案，冲突双方必须不断尝

试，也会犯很多的错误，这就造成了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想要达成

某种整合性的协定，最可靠的方式是讨论双方的需求和优先问题。第

四，接触与沟通有助于揭除去人性化的面纱。冲突一方不再将另一方



视为邪恶的敌人，热衷于给己方制造痛苦，而是视为和自己同样饱受

冲突之苦的同类。这种“人性化”能培养对另一方的同情心，创造机

会将另一方纳入己方的道德社区（moral community）。最后，接触和

沟通有助于增长人际吸引力，有助于积极关系的发展。研究表明，接

触与敌对相比，通常能促进吸引力（Drolet & Morris， 2000;

Miller & Brewer， 1984; Zajonc， 1968）。

尽管接触和沟通具有这些潜在优势，却不应视为解决所有冲突升

级的灵丹妙药。在激烈的冲突中，它们往往会变得毫无用处，甚至还

会起到负面作用（Rubin， 1980）。如果冲突一方并不信任另一方，

或者太过愤怒乃至对另一方可接受的所有解决方案都不予考虑，就不

会善用可能的沟通渠道（Deutsch，1973）。这样，一方使用沟通渠道

也往往是为了威胁或者欺骗另一方，而不是推动问题的解决

（Worchel， 1979）。实际上，冲突严重升级时，群际接触会加强内

群体的认同感，而对外群体成员会愈发担忧（Greenland & Brown，

2000；Pettigrew， 1998）。此类情境下，沟通可能会充满火药味，

而双方的交流会充斥愤怒和侮辱。

本书第2章提及谢里夫的男生野营实验，我们观察到了这种效果

（Sherif et al.， 1961；Sherif & Sherif， 1969）。在营地里，

两群男孩分别住在不同的小木屋，并且鼓动他们相互挫败对方，因而

引发了严重的敌意和争斗。此后，各屋男生的接触即便不具竞争性

（比如在同一个食堂里吃饭），也会导致争吵和相互起外号，这些行

为会激化矛盾。那些身陷痛苦的亲密关系中的情侣，也往往会表现出

同样的效果（Gottman & Levenson， 1988；Noller & Fitzpatrick，

1990）。

这些观点削弱了接触和沟通的价值，但并不是说这种冲突管理方

法毫无效力。比如，有研究者建议，如果冲突一方对另一方感到非常



恼怒，那么在沟通产生效力之前，需要一段冷静期。或者一定时间

内，可能需要调解人穿梭于冲突各方之间，在直接接触发挥作用前，

先改善双方形象，为达成协定打下基础。或者，在处理群际关系之

时，可能有必要在正式谈判开始之前，冲突各方的温和派先进行广泛

的非正式接触[12]。

在其他问题上的合作：高端目标

在实验了多种冲突解决方法（包括给双方提供接触和沟通的机

会）均未获成功之后，谢里夫及其同事终于找到一种方法，能成功化

解野营地两个小木屋男孩之间的敌意。这种方法就是，让孩子们进行

合作，共同解决那些与双方冲突本身无关的问题。比如，辅导员老师

故意让野营地的水供应系统出现故障。这些男孩们不得不在一起工

作，拆开水塔，并将水塔搬到一辆卡车上，送到城里去修理。这些任

务的完成逆转了先前的冲突升级，在两组之间建立了联系。

谢里夫称这种方法为高端目标（superortinate goals）的设立，

因为该方法要提出一项冲突双方共同认可的目标，并且凭借任何一方

一己之力都无法单独完成。最常见的高端目标是共同敌人的出现。正

如普什图族[13]谚语所云：“我反对我的兄弟们；我的兄弟们和我反

对我的表亲们；我的兄弟们、我的表亲们和我反对外人。”二战期

间，我们能看到这种现象的发展。当美国和苏联面对纳粹德国这一共

同敌人时，负面情感迅速转变为正面情感，而二战结束后，双方的情

感迅速恶化，而近期美国认识到，双方都面临国际恐怖主义这一新的

共同敌人，积极情感再次复活。

拥有高端目标，并且为高端目标努力，会加强冲突一方与另一方

的联系（Johnson et al.， 1984）。这种现象发生的方式有几种。其

一是遵循心理平衡原则——敌人的敌人即是朋友（Aronson & Cope，

1968）。其二是减少群体间差异的突出性；朝着共同目标努力的人容



易产生共同的认同感。某种意义上，他们是同一群体的成员，因而不

太 可 能 相 互 敌 对 （ Bettencourt et al. ，  1992；Gaertner &

Dovidio， 2000；Turner， 1981）。其三是随着冲突一方对另一方日

益了解，减少了对外群体成员的担忧（Islam & Hewstone，1993）。

其四是一种强化机制；当我们一起工作时，每个人都会回报另一方，

由此会使另一方产生亲切和感激之情。追求高端目标也意味着，冲突

一方将自己视为代替另一方工作的代表，这种观点，不但可能会培育

出对另一方的积极情感，而且会克服对形象损失的担心，而对形象的

担心往往是冲突僵局的特征。

大部分情况下，高端目标对稳定非常有利，但也有例外。如果为

实现目标而形成的合作未果（比如共同的敌人获胜），那么这种联合

就可能会分崩离析，而接下来会发生争吵，责备哪一方该为失败负

责。如果双方关系本来就很紧张，那么这种争论尤其可能发生，因为

先前树立的形象往往会留下阴影（Worchel et al.， 1977；Worchel

& Norvell， 1980）。

冲突情境下，如何建立高端目标？有时高端目标的确立乃是迫于

形势，比如，两个国家同时遭到第三方袭击。有时冲突双方可能会设

定此类目标，以便努力化解冲突。比如，一对已婚夫妇决定生养孩子

来挽救他们的婚姻[14]。高端目标的设定也有可能源自第三方，比

如，一名老板可能会安排两名争吵的员工在圣诞晚会上一起工作。

在冲突升级中，冲突双方彼此非常敌对，通常难以达成共同的目

标，或者劝说他们合作。争斗之人很难在任何事情上达成一致意见，

即使是那些为抑制争斗而设定的高端目标。因此，就像接触和沟通一

样，也不能把高端目标视为解决所有冲突升级的灵丹妙药。然而，在

从僵局到去升级化，进而问题得到解决这一痛苦过程中，高端目标还

是有一定的作用。



单方的调解举措

上述两种方法都有其价值，但都需要另一方的顺从或者协作。接

触和沟通要求另一方乐意与冲突一方打交道或者对话。冲突一方要想

和另一方一起为某个高端目标努力，那么也必须以另一方愿意与己方

一起工作为前提。这里的难点在于，有时候双方的关系太过紧张，乃

至另一方不愿意和冲突一方发生任何联系。

这种情况下，冲突一方只能主动出击，自身做出合作姿态，并不

强求另一方默许。冲突一方采取此种单方的调解举措，就是为了加强

另一方对己方的信任感，从而开启富有成效的沟通和合作。

单方的调解举措可以只在小范围内发生，旨在测试另一方的心理

状态，而这种测试既安全又不易觉察。如果另一方也认识到冲突僵局

的存在，且做好了解决问题的准备，就可能会注意到这些举措，并作

出回应。然而，实际上，那些最能引起对方兴趣的举措，却往往规模

庞大而且引人注目，旨在打破自身在另一方心目中的敌对形象，扭转

其他深度的结构变化。

奥斯古德（Osgood， 1962， 1966）将那些引人注目的调解举措

概述为一种策略，称为“缓解紧张局势过程中渐变且要求交互的举措

（GRIT）”，要求冲突一方采取一系列吸引眼球的行动，旨在逐步消

除对方的不信任感和其他结构变化，开启积极性行动和反应的去升级

化螺旋。

下面是一套有关这些举措的有用指南（Aggestam & Jonsson，

1997；Hopmann，  1996；Lindskold，  1978；Mitchell，  1999，

2000；Stein， 1996）。

● 举措应该既清楚明白又出乎意料，以引起对方的注意，挑战其

先入之见，因而促使对方重新思考冲突局势。



● 举措应该是自愿采取的，而且是不可逆转的，为了避免对方将

这些举措诠释为一种廉价的把戏，冲突一方应该付出某种代价或者承

担某种风险。

● 举措实施之前，应该公开宣告，以表示己方正在努力缓解紧张

局势，而且应该鼓励另一方回应。

● 即使另一方并未对系列举措做出回应，冲突一方也应该继续实

施这些举措，以便让这些努力看上去更像是一种政策变化，给另一方

充足的时间重新思考其策略。

● 应该奖励另一方的合作行为，奖励大小应与其合作的程度挂

钩。

● 如果另一方误解这些措施，或者企图得寸进尺，继续升级冲

突，那么冲突一方应该准备予以反击。

举一个例子说明单方的调解举措。1977年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

特（Anwar Sadat）飞往耶路撒冷。萨达特说，这次行程是为了缓解紧

张局势（也就是说，是为了增进以色列对埃及的信任），为双方谈判

铺平道路。显然，他认为先前两国之间的冲突升级和战争主要源自冲

突螺旋，在这一螺旋中，双方相继将对方视作仇敌。萨达特总统的举

措与上述指南中的前三条相符，既出乎意料又不可逆转，而且提前宣

之于众，表现出解决冲突的诚意。很显然，萨达特为这次行程付出了

昂贵的代价，他疏远了其他阿拉伯世界国家和自己国家的部分民众

（Stain， 1996）[15]。因此，我们很难怀疑他关注和平的诚意。实

际上，耶路撒冷之行似乎已经赢得了以色列人相当的信任（Kelman，

1985；Mitchell， 2000）。虽然这种信任感并不能保证解决所有的问

题，但却有助于重启谈判，并获得成功。



还有一点很重要，萨达特是在1973年中东战争发生之后去耶路撒

冷的。如果这次行程发生在战争之前，那么以色列未必会将之视为调

解举措来进行回应。在开战前，埃及的军事力量看上去并不强大，因

而以色列并不认为自己处在冲突僵局之中。作为中东的“支配力

量”，以色列几乎找不到任何理由，来寻求一种双方均可接受的方案

来解决埃及问题。此外，萨达特的举措很可能被以色列诠释为一种软

弱的标志，而非改变心意的证据。然而，在遭到埃及袭击之后，以色

列准备重新审定其策略，而几乎不再会将萨达特的行为误会为示弱。

问题的关键在于，萨达特的调解举措成为“强硬却具有和解性”

的更大战略的一部分（第10章详述）。与以色列开战，萨达特首先发

出了这样一条强硬信息，即坚决维护埃及的根本利益。以这样一条信

息为背景，萨达特后来的耶路撒冷之行所体现的和解信息，才会比单

独发送和解信息更可能奏效。

当然，在这样一种冲突高度升级的关系中，和解信息往往难以传

递给对方，因为升级本身已经给对方带来了重重疑虑。因此，通常很

有必要采用一项引人注目且事先协商好的减压方案，包括吸引眼球的

单边行动，比如萨达特的耶路撒冷之行。

单方的调解举措还有一种特殊形式是道歉，冲突一方就己方先前

已经采取的行为向另一方表示歉意。冲突一方一声真诚地说声“对不

起”，往往会消除另一方的复仇愿望（Kim & Smith， 1993），因而

能加强另一方对己方的共情（McCullough et al.， 1997），打开宽

恕及和解的大门（Fisher， 2001）。最为重要的是，道歉具有分水岭

的作用，将过去发生的种种不悦事件与未来事件暂时分离开来。所谓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道歉能终结严重的冲突升

级时期，开启全新、宽松的问题解决时代。



可以肯定的是，道歉亦非解决冲突升级的灵丹妙药。如果道歉的

时机不当，或者不够真诚，那么道歉很可能就会引起对方的猜忌。而

且，如果曾经给对方造成的伤害较为严重，那么即便冲突一方的道歉

既适合时宜又足够真诚，只有道歉也可能不足以创造出问题解决的氛

围（Yamamoto， 1999）。此外，道歉意味着对外公开承认，己方要承

担伤害另一方的责任（ Ohbuchi et al. ，  1989；Tavuchis ，

1991）。对于冲突一方而言，忍受这种公开的耻辱，以及承担随之发

生的金钱或法律责任，可能会比持续冲突遭受的伤害更大。然而，我

们不但能使用这一简单而有力的工具，而且应该更为经常性地使用，

以改善冲突关系的氛围。

去升级化螺旋：越陷越深过程的建设性使用

如果单方的举措形成了去升级化的螺旋，那么这些举措就是成功

的。这种情况下，双方交替进行的一系列调解行动，会让双方互相建

立起足够的信任感，进而使得谈判看上去切实可行。在这样一种去升

级化螺旋中，每一行为都是为建立信心而做的，鼓励对方做出回应行

为。去升级化螺旋是冲突螺旋的反面，后者在升级的发展过程具有重

要作用（参见第5章）。

本书的作者普鲁特（Pruitt， 2000b）将去升级化螺旋描述为一

种“求偶之舞（courtship dance）”。他举了个例子对此加以说明，

这一例子似乎发生在1998年北爱尔兰和平协定谈判之前的数年。冲突

一方是爱尔兰共和军及其党羽新芬党（Sinn Fein），二者都是主体为

天主教的组织，而另一方是英国政府。新芬党当时的领袖是杰瑞·亚

当斯（Gerry Adams）。显然，舞蹈的引领者是第三方，即温和的社会

民主和劳工党（天主教占主体）领袖约翰·休谟（John Hume）。令人

惊讶的是，当军事行为仍在继续之时，这一去升级化螺旋的确发生

了。该螺旋的发展过程如下：



● 1988年，新芬党发出了该党正在重新审视其政策的种种信号，

这些信号中最显著的就是休谟和亚当斯对话（亚当斯和休谟就如何解

决冲突问题展开了一系列备受关注的讨论）。

● 1989和1990两年间，英国负责北爱尔兰事务的国务卿彼得·布

鲁克（Peter Brooke）举办了和解会谈，他指出英国在北爱尔兰问题

上并未有包藏私心的经济或战略利益，而且如果爱尔兰共和军放弃武

力行动的话，英国将回报以“富有想象力的步骤”。在休谟的推动

下，布鲁克发表的这些言论，挑战了新芬党对英国的部分刻板印象。

虽然武力行动仍旧在继续，但是爱尔兰共和军的确宣布，在1990年圣

诞节停战三天。

● 1992年，新芬党发布了一份题为“为了爱尔兰的长期和平”的

和解声明，接着在9月休谟劝说亚当斯发表声明，宣布新芬党“将比从

前更愿意为问题的解决开辟新的道路”。

● 1993年10月，英国与爱尔兰联合发表《唐宁街宣言》。英国宣

布，如果爱尔兰共和军停止武力行径，那么就会“开启新的大门”。

该宣言发布之后不久，英国首相梅杰指出，如果爱尔兰共和军停止武

力，他将愿意和新芬党进行对话。

● 最后，1994年8月，爱尔兰共和军宣布停火，并呼吁进行谈

判。

虽然双方花费了数年时间才开始最后的谈判，但在这些年中，这

一去升级化螺旋（伴随着那些秘密的幕后谈话）却一直引领着双方走

向谈判桌。由于诸多敌对事件的存在，而且这些敌对性事件性质又如

此严重，因此这一螺旋花费了很长的时间才得以完成。这一螺旋之所

以获得成功，是因为双方都认识到僵局的存在，都愿意接受谈判，这

推动了双方积极回应彼此的调解举措（Pruitt，2000b）。



去升级化螺旋有时会包含积极的越陷越深过程，这与第8章结束时

提及的那种病态的越陷越深现象刚好相反。当冲突各方都致力于某种

无法逃避的去升级化模式时，就会发生积极的越陷越深现象。在先前

的阶段中，和解的势头已然建立起来，当事人各方也已开始感觉到，

他们在去升级化系列中投入太多，以至于无法放弃。

总结和结论

所有的冲突升级最终都将结束，冲突一方可能取得了胜利，或者

双方共同撤出冲突，或者通过仲裁解决争端，或者通过谈判达成一

致。本章的重点是，到底在何种条件下，以及通过何种过程，能产生

最后那种结果——去升级化和谈判解决。

我们展示出这样一个成熟的理论，即去升级化和谈判的开启可以

追溯到僵局认知和乐观主义精神的结合，认为最少能达成一种可接受

的解决方案。认知到僵局的存在意味着，冲突一方认为己方依赖于另

一方，且不能强制另一方予以合作。僵局认知可能源自以下任何一种

或所有的条件：争斗之术的失败，使用这些战术所必需的资源的枯

竭，失去同盟的支持，以及代价或风险变得难法接受。乐观主义精神

可能源自工作信任——冲突一方感到另一方不但和自己同在一条船

上，而且也准备解决问题。然而，谈判要持续下去，冲突一方必须最

终能看到黎明的曙光——即一种既能接受也能实现的选择。在群际冲

突中，乐观主义精神也要求冲突一方相信，自己正在与一名说了算的

代言人谈话——这名谈判对手应能作为另一方的委托人，签署富有约

束力的协定。

引起僵局认知和乐观主义精神的条件并非总能奏效。这里存在两

种情况：一是冲突一方可能非常短视，并且在争斗之中越陷越深，以

至于无法清晰地看清事情。要想使该方清醒过来，唯一的办法恐怕是



发生令人震惊的事件，或该群体换了领导。另一种是结构变化可能已

经使得冲突一方形成了太多针对另一方的负面观点，以至于不愿意和

另一方进行有意义的接触，并且完全缺乏信任感。我们可以通过三种

方式来克服这些负面的观点：接触和沟通（这主要是用于处理中等程

度的冲突）、形成高端目标以及单方的调解举措（包括道歉）。

如果双边都能认识到僵局的存在，单方的调解举措往往会导致一

种去升级化螺旋——双方表现出一系列逐步加强的保证行动。去升级

化螺旋可以为谈判开启建立起足够的信任感。

谈判要奏效，几乎总是需要问题解决。这是第10章的主要关注

点，该章还要讨论和解与持续协定的其他内容。

第10章 问题解决与和解

第9章的主题是，冲突升级往往会到达冲突僵局的临界点，此时，

冲突一方或双方都发现，进一步使用残酷的争斗之术，没有作用或者

不大明智。为了走向谈判桌，还必须在两方面进行改变。双方必须对

冲突形成乐观主义精神，相信能找到一项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协定。推

动谈判的力量必须要超过那些让冲突持续升级的结构变化。

谈判刚开始时，对抗往往不会停止，不过会表现为口舌之争；比

如，进行辩论说服，而不是大喊大叫或者相互抨击。然而，要达成一

项协定，通常问题解决过程也必不可少。问题解决是指，为了找到能

满足双方愿望的方案而付出的所有努力。无论如何，问题解决都不是

争论的最后一步。很多较为温和的冲突都在早期通过问题解决的方式

得到了解决，冲突只会稍有升级或者根本就不会升级。



虽然问题解决（本章主题）对于结束激烈的冲突几乎总是必不可

少，但是仅靠这种方式还往往不够。我们还必须将注意力放在遵循签

订的协定和保持双方未来的关系上——即创造出这样的条件，不但能

让协定得以遵循，而且新冲突不会再像旧冲突那样升级。此外，双方

还需要努力进行和解，旨在建立起一种新的双边关系。我们将在本章

最后讨论和解主题。

问题解决

最好的情况是，在问题的解决中双方联合起来，找到一种相互均

可接受的解决方案。冲突双方或他们的代表能自由地交谈，告知对方

自己的利益所在和优先考虑的事情，然后一起努力找出造成分歧的真

正问题，再使用头脑风暴法寻找选择性方案，从而弥合相互对立的利

益冲突，并从双方的福祉出发，共同评价这些方案。

然而，由于双方存在利益分歧，或者发生结构变化，要全面地进

行问题解决讨论并不总符合实际或者切实可行。冲突一方可能会担

心，这种开诚布公的行为将剥夺自己获得竞争性收益的机会，或者会

给另一方这样的机会。当这些担忧存在的时候，单方面进行问题解决

就成为一种实际可行的选择。冲突一方——个体或者较小的派别群体

——能在私下里完成上述的所有功能：洞察另一方的利益所在，识别

真正的问题，设计互惠互利的选择性方案，并从联合的角度来评价这

些选择。我们将在第11章介绍另一种方法，让一名调解人执行问题解

决工作。

问题解决的结果

处理冲突时，问题解决策略并不总能成功。不过问题解决策略一

旦成功，就可能会出现三种结果。问题解决会引致冲突管理（con

ict management）的产生，即冲突各方都寻找去升级化和避免冲突升



级的方法。比如，双方签署一项停火协定，或者在双方之间设立一条

“电话热线”，以便出现新问题时双方能对话。冲突管理涉及程序性

而非实质性协定。或者，问题解决还有可能使双方达成协议

（settlement），即双方达成一项足以应对重要议题的实质性协定，

从而双方愿意放弃已经升级的争斗。协议的难度在于，剩余的议题可

能会在将来使升级再度升温。比如，结束古巴导弹危机的协定——美

国承诺不再侵略古巴，条件是苏联撤回导弹。然而，美国想要在西半

球设立共产主义防线这一根本问题，在这项协议中却并未提及；因

此，很容易再次发生古巴危机（虽然幸运的是，这项危机并未发

生）。如果问题解决策略真正奏效，那么就会产生冲突决议（con

ict resolution），即大部分或所有问题都能得到处置的协定[16]。

冲突各方如果能依据协定最大限度地得偿所愿，则比那些通常通过协

议所达成的表面协定更可能持续下去。比如，那项将印度从英国统治

者手中解放出来的协定，就在双方建立起一种能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有

效关系[17]。

也能依据问题解决结果的结构（即它们集合在一起的方式）来对

冲突结果进行分类。因此，成功的问题解决可以导致妥协或整合式的

解决方案。

妥协　妥协指冲突双方明显各退一步，达成一项折中性协定。比

如，存在薪酬纠纷的冲突双方在各自的提议上折中成交；销售部门和

生产部门在各自的立场上各让一步，同意一项新的生产计划；或者是

一对夫妇在是否到缅因州还是佛罗里达州度假问题上不再争论，决定

去北卡罗来纳州海滨度假[18]。

对于冲突双方而言，妥协的效果有时非常好，有时也会很糟。最

常见的情况是，妥协给双方带来的是一种折中的结果——绝没有他们

所期待的那样好，也没有他们所担忧的那样糟。实际上，双方只要能



找到整合式的解决方案，都往往要比妥协好很多，然而，许多冲突都

还是以妥协告终。原因或许有：双方的愿望还不够强烈；或是迫于时

间压力，以至于难以着手寻找新的选择（Yukl et al.， 1976）；或

是担心冲突会旷日持久；或是受到社会所公认的双方应各让一步这种

“公正”崇拜的影响，无端地将注意力投注在这种“半斤对八两”的

公正上。此外，妥协有时也能源自过度升级的事件。为了打败对方，

双方已经投入了太多精力，而且注意力大多集中在那些于己有利的选

择上，以至于无法做出创造性的努力，设计出新的选择性方案。因

此，当他们终于认识到，己方已处在一种具有危害性的冲突僵局之中

时，就想求助于简单明显的妥协方案。

整合式解决方案　整合式解决方案就是一种调和（即“整合”）

冲突一方和另一方利益的方案。在三种协定类型之中，整合式解决方

案能产生最好的共同结果。比如，两姐妹正在为一个橘子而争吵。两

人可以将这个橘子一切两半，达成妥协性协定——姐姐能将自己的这

一半榨成果汁，而妹妹则可以用自己那一半的橘皮来烤蛋糕。然而，

如果姐姐能得到整个橘子所榨出的汁水，而妹妹则能拿走所有的橘

皮，那么显然双方都会从这一整合式解决方案中获利更多。如果她们

想要妥协的话，那么将永远找不到最好的解决方案。

在这个故事中，有可能得到一种完全的整合式解决方案，即一种

能完全满足双方愿望的方案。然而，大部分整合式方案不会如此成

功。它们只不过是部分地调和了冲突双方的利益，这让他们感到相当

满意，然而，如果他们能获得先前所期待的全部利益，那么可能会更

为高兴[19]。

整合式解决方案有时必须纳入一些已知的选择方案，但更为常见

的是，它们会涉及新的选择方案的提出，并且要求一定的创造性和想

象力。因此，正确地说，它们往往源自创造性思维的过程。整合式解



决方案可能分别由冲突一方和/或另一方提出，或者由双方在联合会议

上提出，或者由第三方，比如调解人提出。

能容许整合式解决方案提出的情境，据说具有很高的整合潜力

（Walton & McKersie， 1965）。当然，并非所有的情境都具备这样

的潜力。比如，当一名旅游商人与一名北非商人就一张地毯的价格讨

价还价的时候，就几乎不具备什么整合式潜力了；冲突一方的收获几

乎肯定意味着另一方的失去。然而，大部分情境都具备整合潜力，而

这种潜力往往超出了我们通常的认识。因此，在问题解决策略上付出

娴熟而持续的努力往往能得到丰厚的回报。

整合式解决方案对于冲突双方，无论是共同利益还是各自利益，

都是有利的，因此只要有可能，它们就值得我们努力追求。这主要有4

个原因：

1. 如果双方各自的愿望都很强烈，而且都不愿意进行妥协，那么

就不可能达成协定，除非找到一种方法，能将双方的利益联合起来。

2. 妥协（以及诸如抛硬币这类机械的协定）能达成协议。然而，

要完全解决冲突，却通常必须提出那种能触及双方主要关注点的整合

式解决方案。因此，双方才会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整合式解决方案的

实施中来；而且与其他两种协定方式相比，整合式解决方案也更不可

能失败（Thomas， 1976）。

3. 整合式解决方案会给双方带来好处，因而往往会加强冲突双方

之间的关系。加强的关系往往具有内在的价值，也会在接下来的情境

中推动整合式解决方案的提出。

4. 整合式解决方案通常会给冲突双方所在的大社区带来福祉。比

如，如果一个公司的各部门能创造性地调和他们之间的差异，那么该



公司往往会在整体上受益（Pruitt & Carnevale， 1993）。

整合式解决方案的出现会削弱，甚至能消除感知到的利益分歧。

这一点已经在图2.2d中得到了证实，该图展示了一个相当严重的感知

到的利益分歧。这一核心的选择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妥协方案，但是却

无法满足双方的期望值（这一点展示在虚线中）。感知到的利益分歧

在图2.2a中消失了，这是因为提出了一项整合式解决方案（图的右上

方）。由此可见，如果我们能在关注问题初始时就已经知道整合式解

决方案，就能避免冲突。如果在上面的例子中，姐妹俩能立即想到用

果皮来交换果肉，那么就不会发生冲突。

整合式解决方案的类型

显然，达成整合式解决方案非常重要。那么，整合式解决方案是

如何实现的？从冲突双方相悖的诉求（如立场相悖）转变为调和双方

利益的选择性方案，都通过了些什么样的路径？我们已经识别出[20]

条此类路径，可以导致5种不同的整合式解决方案，即做大蛋糕、非特

定性补偿、相互合作、削减代价以及搭建桥梁。这种类型学分类，除

了具有理论价值之外，还便于任何企图解决冲突的谈判者或调停人用

作核查清单5。

为了提高陈述的理论和实际价值，我们提及了必需的信息种类，

以便明确阐述每一类型的解决方案。我们将按照获得信息的难易程度

来排列解决方案的类型，将最容易的放在最前面。我们还会提出几个

重构问题（reframing questions），帮助我们重新明确地阐述冲突议

题，从而有助于寻找各种解决方案。要打破因反复阐述诉求而产生的

条条框框，重构争论是非常重要的步骤。因此，重构会促使冲突各方

迈上探索整合式解决方案的道路。最根本的重构问题，不过就是“怎

样做双方都能获得成功？”其他所有的问题都源自这一问题。



接下来，我们将一直以一对夫妻（或任何两个人）为例，他们正

决定去哪里休两周的假，来说明整合式解决方案的类型。丈夫想要去

山上度假，而妻子想要去海滨度假。他们已经考虑过在两个地方各花

一周时间度假这一妥协方案，但还是希望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他们

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呢？

做大蛋糕　一些冲突完全源自资源的短缺。时间、金钱、空间、

汽车、人才或其他诸如此类的事物——所有这些都是需求多而供给匮

乏。这种情况下，可以做大蛋糕从而找到整合式解决方案，也就是

说，增加可用资源。比如，这对夫妇可以劝说雇主额外再给他们两周

假期，这样他们就能花两周在山上度假，再花两周在海滨度假。福利

特（Follett， 1940）援引了另外一个例子——两个牛奶公司在一个

乳品厂的卸货平台上争抢着卸罐头，这时有人想到，可以通过加宽卸

货平台来解决他们的争端。

如果冲突一方发现，另一方的提议本可以接受，只不过它们会带

来机会成本才摒弃它们，这种情况下，做大蛋糕就是一种有用的方

法。比如，丈夫之所以拒绝去海滨度假，是因为这样做会让他远离大

山，而妻子之所以拒绝去山上度假，是因为这样做等于失去了去海滨

的乐趣。然而，做大蛋糕绝非普遍适用的补救办法。如果另一方的提

议存在与机会成本相反的内在成本（比如丈夫无法忍受到海滨度假或

者妻子无法忍受到山区度假 ），那么做大蛋糕就可能会产生相当糟糕

的后果。这种情况下，其他类型的整合式解决方案可能会更好。

做大蛋糕必需的信息可以非常少，所需了解的全部信息可能仅限

于冲突双方的需求。这并不表示，这种解决方案总能轻易找到。有可

能不存在资源短缺问题，或者要扩大资源库代价昂贵。此外，资源短

缺问题可能不够突出。比如，上述装卸平台上谁先卸货的例子中，双

方可能根本不清楚，真正的问题是出在平台的大小。



如果想通过做大蛋糕的方式来寻求解决方案，那么考虑好几个重

构问题非常有益。冲突一方和另一方如何都能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

冲突是否取决于资源的短缺？重要的资源如何才能得到扩展？

非特定性补偿　非特定性补偿条件下，冲突一方得偿所愿，而另

一方则获得某种无关的货币补偿。如果这种补偿不能精确地弥补另一

方所承受的代价，它就是非特定性的。比如，在我们的例子中，假如

丈夫同意花费一定的家庭收入给妻子买辆新车，妻子就可能会同意去

山上度假——即使她认为这样做很无聊。再比如，主管给雇员一笔特

殊津贴，以弥补赶工错过的饮食。

诉求得到满足的冲突一方往往会提供补偿，因为该方从另一方手

中“买进”让步行为。然而，补偿也可以源自第三方，甚或源自得到

补偿的一方。比如在后一种情况下，一名雇员没有进餐，却放纵自己

要找一间好的办公室继续工作。

两种信息有利于提出非特定性补偿的解决方案：（1）另一方珍视

什么，比如，另一方珍视自己得到关注还是渴望金钱；（2）另一方做

出让步到底会受到何种程度的伤害。第二种信息有利于提出完全的补

偿方案。如果这些信息中只能获得一种，或者两种信息都不能获得，

那么就可能要向另一方“叫价”来获得另一方的认可。冲突一方要以

试误的方式不断改变己方所能提供的好处，或者增加己方的叫价幅

度，直到找到一种另一方能同意的方案。

重构问题有助于确定补偿的方式。比如，另一方珍视冲突一方提

供的哪些内容？这对于另一方而言到底具有何种价值？另一方向冲突

一方退让会遭到多大的伤害？

非特定性补偿虽然通常都能发挥效用，但有其局限性。伯顿

（Burton ，1990）认为，通常来说，如果人们的基本需要得不到满



足，那么这种方式就不可能起到补偿的作用。换言之，人们通常不会

因为能得到冲突利益之外的货币，就放弃对食物、安全、群体认同等

类似的需要。或者即使人们暂时接受这类协定，随着需要的死灰复

燃，协议就会变得不稳定，甚或遭到土崩瓦解。非特定性补偿的其他

局限还有规范约束。比如，向一名政府雇员付款换取食品券就是错误

的[21]。

相互合作　在相互合作这一解决方案中，冲突双方都能在那些对

己方而言优先性较低，而对对方而言优先性较高的问题上进行退让。

如此，双方都获得了各自诉求中自认为最重要的部分。与其他整合式

解决方案一样，相互合作也并非普遍适用的冲突解决方案。只有在考

虑了冲突诸多重要议题，而且双方在这些议题上拥有不同的优先性之

后，这种方式才能发挥作用。假设在我们的例子中，夫妻双方除了对

度假之地存在分歧之外，妻子还想住在一流的酒店中，而丈夫则只想

住在旅行者之家。设若对于妻子而言，住宿条件最为重要，而对于丈

夫而言，度假地点最为重要，那么两人就能达成具有一定整合度的解

决方案，即一起去山上度假，并住在一流的酒店中。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假设劳工方和管理方正在讨价还价，劳工

方原先的诉求是加班费再增加20%，并且增加20分钟的休息时间，而管

理方则表示，这两方面他们都不愿意让步。如果对劳工方而言，加班

费的增加特别重要，而对于管理方而言，延长休息时间尤其无法接

受，那么双方就能达成一项合理的整合式解决方案。劳工方可以放弃

自己对更多休息时间的要求，用以交换管理方在加班费问题上做出让

步。对于双方而言，这种解决方案都要比在两个议题上妥协更好，比

如加班费只增加10%，而休息时间只增加10分钟。

相互合作可以视为非特定性补偿的变化，这种情况下，冲突双方

都将自己限定在所讨论的系列议题中，而并未触及新的问题，而且双



方在那些对于对方而言相当重要的议题上都做出了让步。相互合作和

非特定性补偿的效果有赖于兰克斯和塞巴尼斯（Lax & Sebenius，

1986）所描述的“差异交换（trading of differences）”[22]。

若要通过相互合作来形成解决方案，掌握冲突双方在那些亟待讨

论的问题中的优先项，从而使得一方做出的让步能与之匹配，这一点

大有裨益。然而要获取优先项方面的信息通常并不容易。原因之一

是，人们往往会试图隐藏自己的优先事项，因为担心自己在获得补偿

之前，被迫在那些不太重要的问题上让步。另一个原因是，人们往往

会错误地将自己的优先事项投射到另一方身上，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想

要的东西也是他人想要的。

相互合作的冲突解决方案还能通过试误的过程得以形成：冲突一

方提出一系列可能的一揽子方案，尽可能地保留自己的高期望，直到

找到另一方可以接受的选择方案（Kelley & Schenitzki， 1972）。

为了通过相互合作形成解决方案，询问如下几个重构性问题颇为

有益：对于冲突一方而言，哪些问题具有较高的优先性，而哪些问题

的优先性较低？对于另一方而言，哪些问题具有较高的优先性，而哪

些问题的优先性较低？冲突一方优先性高的议题之中，是否有一些对

另一方而言优先性较低，反之亦然吗？

削减代价　在通过削减代价方式而达成的解决方案中，冲突一方

得偿所愿，而另一方付出的代价得以消减甚至免除。这样双方获得的

共同利益较高，这并非是因为冲突一方改变了自身的立场，而是因为

另一方所遭受的损失减少了。比如，在我们的例子中，丈夫之所以不

喜欢到海滨度假，是因为不喜欢拥挤不堪的氛围。如果给他租住一个

带有安静内院的套房，在那里他能读书，而妻子大可以出去，进入到



熙熙攘攘的人群中，那么他的度假代价就得到了消减，他就可能愿意

去那里度假了[23]。

削减代价通常采用特定的补偿形式，即做出让步的冲突一方会收

到某种东西作为回报，这种回报能精确地弥补己方失去的价值。比

如，如果妻子反对去山上度假的主要原因就是吃不到海鲜，那么夫妻

双方就能达成这样一项协定，在山里找一家能提供海鲜的酒店。特定

补偿与非特定性补偿不同之处在于，前者补偿的是那些承担的精确代

价，而不是像后者那样以某种无关的货币进行偿付。在特定补偿中，

代价实际上得到了对冲，而不像非特定性补偿那样，通过在其他其他

方面获得利益而得到过度补偿。

当然，要想通过削减代价的方式来找到解决方案，最好能了解另

一方承担的代价到底是什么这类信息。这样的信息要比另一方优先项

之类的信息更为深入。这需要了解那些潜藏于另一方公开立场之下的

利益点——价值和诉求。

重构问题有助于提出削减代价的解决方案：冲突一方的提议会让

另一方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这些代价如何才能得到削减甚或免除？

搭建桥梁　在搭建桥梁的方式中，冲突双方都不能满足己方的初

始诉求，而是设计出一项新方案，以满足双方诉求之下的最重要的利

益点。比如，在我们的假日案例中，丈夫的主要兴趣点在钓鱼，而妻

子的主要兴趣点是游泳。如果双方能找到一个临近森林和河流的内陆

湖泊度假地，那么这些优先性较高的利益点之间就能搭建起桥梁。福

利特（Follett， 1940）举了另外一个例子，即两位女子在图书馆的

一个隔间里读书。其中一位想要打开窗户透透气，而另外一位则想关

上窗户，因为怕受凉感冒。最终的解决方式就是，打开邻近房间的一

扇窗户，这样既能让新鲜空气进来，又避免了直接吹风。



搭建桥梁一般源自对某些问题的重构，重构的基础是分析双方的

根本利益点。比如，在我们的假日例子中，如果将 “我们应该去山上

还是去海滨度假？”这一初始方案替代为“我们在哪里能找到钓鱼和

游泳的机会？”，那么就可能会产生至关重要的转折点。这一新构想

成为搜索模型（search model）的基础（Simon， 1957），该模型可

以用来寻找新的选择方案。

极难找到类似上述图书馆开窗事件的解决方案，能连接冲突一方

和另一方所有的利益点。更常见的情形是，较为优先的利益点能得到

满足，而不太重要的利益点则被放弃。比如，妻子同意去内陆湖滨度

假，就不得不放弃呼吸海滨空气这一较低的价值，而丈夫则不得不放

弃其观赏壮观山景的嗜好。

由此可以推断，要提出搭建桥梁方案，往往必须掌握一些信息，

即双方利益的本质，以及这些利益的优先项。利益中的优先项有别于

诉求中的优先项（后者用于提出相互合作的解决方案）。诉求是谈判

中冲突双方提出的方案，即他们采纳的立场，而利益是潜藏于这些诉

求之下的关注点。

若想通过搭建桥梁而得到一种最为理想的解决方案，应该这样使

用上文提及的信息：在初始阶段，一方的搜索模型应该包括双方的所

有利益。然而，如果这样不能得出一项双方均可接受的选择方案，那

么该模型就应该摒弃掉那些优先性较低的利益，而重新开始新的搜

寻。应该不断重复这一循环，直到双方达成一项协定。最终的结果虽

不是一个理想的解决方案，但却能为双方接受。搭建桥梁寻求解决方

案的过程中，抛弃那些优先性较低的价值，类似于相互合作寻求解决

方案的过程中，抛弃那些优先性较低的诉求。然而，后者针对的是具

体的提案，而前者针对的是潜藏于这些提案之下的利益。



通过搭建桥梁寻找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可以提出几个重构问题：

双方的根本利益是什么？这些利益中优先项是什么？如何能实现双方

优先性较高的利益？

潜在利益分析

为了提出一项整合式解决方案，比如削减代价或者搭建桥梁，我

们通常必须了解那些构成冲突一方立场（在削减代价的情况下），或

者冲突双方立场（在搭建桥梁的情况下）之基础的潜在利益。

获取对方利益信息的最直接的方法是，劝他们自己说出来。积极

倾听技术有助于达到这一目的，即“注意另一方的说话内容，当另一

方语意不够明确的时候进行询问，并且通过复述他人的立场，从而不

时检查自己的理解是否正确”（Pruitt & Carnevale， 1993：42）。

不过，这一技术存在2个问题。一是人们并非总是了解潜藏于其优先项

之下的利益的精确属性。他们在争论中表现出的立场往往无外乎“感

觉”最好。他们对自己的提案感觉良好，而觉得另一方的提案不容易

实施，但并不知道确切的原因是什么。比如，妻子可能觉得在海边度

假很舒服，而在森林里度假就不舒服，但并不确定为何自己有这样的

感受。因此，她可能就无法清楚地说出自己的利益所在。

另一个问题就是担心泄露自己的信息。冲突一方可能不愿透露己

方的利益所在，因为担心另一方会用这些信息建立优势地位——比如

构建对己方的威胁。如果互相猜疑，这一问题就会浮现。比如，配偶

一方不愿意告知另一方，自己非常需要温情，因为担心对方在想要自

己做出让步的任何时刻，会撤回这种关爱。

幸运的是，除了让人们直接谈论他们的利益所在外，还能通过其

他方法搜集这些信息。这些方法包括角色互换（role reversal）或者

共情——冲突一方努力从对方的角度来理解问题。有些人的共情能力



更强，而研究结果已经表明，共情能力强的人能找到更多的整合式解

决方案（Neale & Bazerman， 1983）。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用第三只

耳朵倾听”（Reik， 1952）——也就是说，注意另一方强调的观点、

情绪化的地点、忽略而并未提及的问题及其他情境下的行为（Fisher

et al.， 1991）。还能向第三方询问另一方的需要和价值观。

利益之下的利益　如果只了解那些直接潜藏在冲突一方提案下的

利益所在，还往往不够。通常有必要寻找潜藏于这些利益之下的利益

所在，或者潜藏利益之下潜藏利益的所在，以此类推。问题的关键

是，利益的层次结构往往像一棵具有层次等级的树，更基本的利益在

下面支撑着那些更为表面化的利益。只要沿着冲突一方的利益树往下

挖掘的足够深，那么往往可能找到容易与另一方的利益发生连接的利

益点。

图10.1讲述的是男孩试图劝说父亲同意他买一辆摩托车的故事，

左边是一棵利益树，右边列出的是父亲与儿子冲突的利益点。树的顶

端是男孩最初的立场（买辆摩托车），该立场与父亲的立场（不买摩

托车）完全相悖。对男孩这一计划进行分析后，我们发现了位于第一

层级的潜在利益点：想要在邻居那里制造噪音。但这一利益点也与父

亲想要保持和平与宁静的利益点相悖。对男孩立场的进一步分析，揭

示了潜藏在第一层级利益点之下的第二层级的利益点：引起邻居的注

意。然而这一利益点再次与父亲的利益点发生了冲突，因为后者希望

默默无闻地生活。直到有人（父亲、母亲、男孩本人或其他人）发

现，潜藏在男孩购买摩托车这一愿望下更为基本的利益点是，给重要

人物留下深刻印象的渴望，之后这一矛盾才得以解决。由于还存在着

其他方法，既能给重要人物留下深刻印象，又不与父亲的利益相悖

——比如，出去参加高中足球队这一搭建桥梁的解决方案，因此这一

发现非常重要。在男孩优先之树的底部是第四层级的利益点，即自



尊。然而，由于双方的争论能在第三层得到解决，因而没有必要继续

深入下去[24]。

图10.1　父子冲突中儿子一方的利益树

在刚才的例子中，我们很容易辨明男孩潜藏的需要和价值观，因

为他的这些诉求在逻辑上均来源于这些潜藏的需要和价值观。然而，

情况往往并非如此。诉求有时会被潜藏的需要替代，而非需要的逻辑

延伸，这就需要进一步的挖掘。比如，冲突一方对另一方行为的抱

怨，可能并非真正的问题所在，而是另一项更为紧迫的关注点合法或

安全的替代品。因此，如果丈夫抱怨妻子总是下班很晚，以至于无法

按时吃晚餐，那么他实际上可能表达的是，妻子不再像从前那样爱

他。与抱怨妻子不再爱他相比，对延迟晚餐的抱怨听上去更加合情合

理，表达出来更为安全，更不会让人感到尴尬，或者更容易说出口。

或许丈夫自己心里都可能不清楚，抱怨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图10.2　冲突未必涉及两极对立（引自Fisher， Ury， Patton， 1991:74）

问题相同——意义不同　分析立场分歧之下的利益时，往往会发

现，冲突双方考虑的同一问题对于各自往往具有不同的含义。虽然表

面上看双方存在异议，但在真正想要得到的东西上，并不存在根本的

对立。图10.2展示了能为搭建桥梁留下空间的维度。

如果调解人发现，一方想要解决实质问题，而另一方只是想解决

表面现象，矛盾就能化解（Golan， 1976）。在1973年十月战争中的

一次停火发现，埃及第三军被以色列军队包围。于是，在唯一一条能

将食品和药品运送到第三军的道路控制权上出现争议，双方似乎势不

两立。调解方（亨利·基辛格）在对问题进行仔细分析之后认为，以

色列要的是对该路段的实际控制权，而埃及想要的主要是以色列并未

控制该路段的表面现象（以免返回国内尴尬）。于是找到了一项搭建

桥梁的解决方案，即在该路段上设立3个联合国检查站（造成该路段为

国际控制的假象），但保留了以色列对该路段的控制权，以及在第一

个检查站检查卡车的权力，以确保这些卡车并未携带武器。

如果发现一方的关注点是眼前利益，而另一方的关注点是长远利

益，冲突也能得以解决。比如，在水牛城的公共汽车工人罢工事件



中，调解争端的市长发现，公交公司是因为预算问题而拒绝增加薪

水，而工人的主要关注点是，未来几年之内薪水是否上涨。因此，调

解人建议，工人们即刻得到他们所提涨幅的一半，而在一年之后，当

公司有机会向市政府要求提高票价之后，再得到所提涨幅的另一半。

这就是另一种搭建桥梁的解决方案。

信念、叙述和隐喻　冲突一方提出的诉求和诉求之下的目标和价

值观，往往都基于他们建构世界的信念或假设。因此，对于那位想以

摩托车给重要人物留下深刻印象的儿子来说，他必须相信邻居是重要

的人，而且制造噪音能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形成一套共同的信念或假设（即能为双方认可），往往是问题解

决策略奏效的关键，因为这会让双方互相了解，甚至会对对方的立场

产生共情。因此，如果父亲也认为，驾驶摩托车有助于提升儿子的自

尊，尤其是如果他认为，这是满足这种基本需要最好或者唯一的方

法，就可能更愿意让儿子买辆摩托车。形成共同语言是迈向共同信念

的第一步。

引发冲突的目标和价值观，以及依附在冲突上的情感，往往有赖

于冲突双方对冲突和有关事件的叙述（Cobb， 2003）。冲突双方各有

说法，而且冲突加剧时，双方对同一事件的阐述往往有天渊之别。因

此，以色列对针对巴勒斯坦的军事行动的解释是，犹太人遭受的种族

大屠杀以及曾经多次遭到阿拉伯人的攻击，他们似乎在挑战以色列作

为犹太国家的生存权。而巴勒斯坦人则将己方对以色列的袭击，解释

为以色列总想侵犯己方的领土和自由。

要领悟引发冲突的利益和信念，理解另一方的叙述是非常重要的

一步。而要解决冲突，这种叙述必须得到矫正。对另一方叙述所表现

出的理解，也能促进另一方的信任。因此，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



在1977年成功的耶路撒冷调解之旅中，参观了大屠杀纪念碑，由此表

明自己对犹太人叙述中的重要部分的尊重。

如果冲突双方对冲突历史和其他相关事件有着相同的叙述，那就

向冲突的解决又迈进了一步（Rothman， 1997）。因此，德国承担发

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在那场战争中实施的诸多暴行的责任，就可

能有助于推动西欧的统一。然而，冲突加剧时双方难以达成一致的叙

述[25]。

对冲突及其处理方式的认识，也建立在那些用于了解冲突的隐喻

基础之上。隐喻是将某样事物比作其他事物的说法。有些隐喻会强化

冲突，使冲突的解决变得更为困难。我们以北爱尔兰的困难局势为

例。长期以来，爱尔兰共和军将英国的行为视为“殖民主义”的表

现，而英国政府则视爱尔兰共和军的行动为“犯罪行为”。这些极为

负面的隐喻使得双方的冲突难以得到解决。幸运的是，随着和平进程

的推进，这些隐喻逐渐得以消除。

使用错误的隐喻可能会妨碍棘手问题的解决。因此，这般隐喻，

我们正卷入到一场“恐怖主义战争”，会将注意力从解决引起恐怖主

义的人类问题上转移出来，而集中到军事对策上。更为中立，因而更

有成效的说法可能是，“反恐主义运动”或者“打击恐怖主义”。

使用共同的隐喻或者口号来描述冲突双方的任务，可以推动谈判

双方共同采用有效的问题解决策略。比如，在如何使用一片森林的多

边谈判中，如果争论各方都同意，他们正在试图达成“健康森林”的

“可持续发展”目标（Blechman et al.， 2000），那么冲突的解决

就会变得更为容易。

隐喻因文化的不同而有所差别，而谈判的成功则部分取决于双方

到底有多了解对方的隐喻，以及如何运用这些隐喻。因此，盖尔芬德



和麦卡斯克（Gelfand & McCusker， 2001）指出，美国人倾向于将谈

判看成是 “运动比赛”，而日本人则将之视为 “家庭聚会”。这就

使得双方形成了不同的知觉和目标，而如果双方不了解这些差异，就

会妨碍跨文化会谈的推进。

问题解决策略的实施程序

显然，在大部分冲突中寻找整合式解决方案非常有意义。冲突一

方应如何开始这一寻找过程呢——这一寻找过程应如何组织呢？这可

以从创造性的问题解决方案中找到答案。

创造性的问题解决的步骤　接下来的一系列步骤有助于冲突一方

在与另一方显著的冲突中，寻找创造性的解决方案：

第1步：询问是否真的存在利益分歧。前文对冲突的定义是感知

到的利益分歧——即认为冲突双方当前的期望值不可调和。这样一种

认知可能并不真实，这可能是误解了客观情境或者另一方的提案和利

益[26]。如果冲突双方都能明白这一点，那么冲突就会消失，而解决

问题就没必要进行。因此，就逻辑上而言，问题解决的第一步是询问

双方是否存在真正的利益分歧。

不实冲突的出现方式至少有3种。冲突一方可能已对另一方的意图

或期望值形成了错误的看法。比如有一次，一名木匠来到本书作者普

鲁特的家中，谈及修理工作时，木匠要求支付50美元。当普鲁特问他

为何要付费时，木匠表示他担心房主们会在他估算的基础上申请保险

费用，之后自己进行修理。当普鲁特告诉他，自己不擅长使用各种各

样的工具之后，他就不收取这项费用了。第二，冲突一方可能会错误

地认为，另一方有目的的行为将带来原本可以避免的代价。比如，父

母可能会反对在家里举办十几岁少年的聚会，因为预计到他们会制造

噪音，直到他们了解到，预计的聚会会在他们不在家的时候举行。第



三，冲突一方可能认为另一方的目标独断专行或者违背情理，而实际

上并非如此。比如，大学系主任认为自己在某些学生费用的分成上与

继续教育学院院长发生了冲突。最后，在“摊牌”会议上，院长认为

继续教育学院应该占有更大的份额，因为其预算主要依赖“软收

入”。院长既然这样说，那么他先前所提的要求看来并非独断专行，

而系主任也会就此觉得，冲突不复存在了。

第2步：分析冲突一方自身的利益和信念。设定合乎情理的高愿

望，并准备坚持到底。如果冲突一方断定冲突的确存在，那么下一步

就是仔细检查己方的利益所在——根本目标和价值观。这不但能避免

鲁莽行事，而且不至于陷入琐细问题的争论之中。这一步可以运用上

文介绍过的利益树分析方法。这样做之后，冲突一方还必须合理地设

定与这些利益点相关的高目标，并准备坚持到底。简言之，在根本利

益点上，冲突一方必须既保持高期望，而且坚持不变。

我们谈到冲突一方要定下长远目标并且坚持不变，我们承认这会

延续冲突，但也往往是形成真正的整合式解决方案必不可少的环节

（Filley， 1975）。冲突一方必须保持高期望值，并且充分认识到，

它们可能会与另一方的期望值不符。然而，必须补充的是，我们绝非

鼓励冲突一方鲁莽行事。冲突一方一开始就应该抱有高期望值，但该

期望值不能超过所有合理整合方案所允许的条件。如果期望值持续走

高，时间就会流失，冲突可能变得非常激烈，而且会使另一方开始觉

得解决冲突毫无希望，并因而退避（请看第4步）。

第3步：分析另一方的利益，寻找调和双方期望值的方法。设置

了高期望之后，冲突一方应该找寻调和己方和另一方期望的方法。换

言之，冲突一方应着手寻找另一方观点和整合式解决方案的信息。这

时候，冲突一方可以提出我们先前曾经讨论过的那些重构问题，并使

用一种或多种搜索模型，努力实现冲突双方都认为最重要的目标。



目前尚不清楚，在这5种整合式解决方案中，到底哪种更好或者更

容易实现。因此，我们并不建议先入为主地搜索某种特定的整合式解

决方案。正确的解决方案部分取决于可用的信息类型。如果冲突一方

不能彻底了解另一方诉求之下的利益所在，就不能使用削减代价和搭

建桥梁方案，而必须运用其他三种方案。冲突一方应该坚持同时寻求

数种解决方案——比如，在寻求相互合作解决方案的同时，还寻求做

大蛋糕。

有时，对另一方情况的信息了解过少，从而无法进行深思熟虑，

提出整合式解决方案。比如，另一方可能会反对冲突一方的提案，但

却拒绝给出理由或者提出相反的提案。这种情况下，冲突一方只能采

取试误的策略（Kelley & Schenitzki，1972；Pruitt & Carnevale，

1982），即提出一系列符合己方期望值的选择方案，希望其中一项也

能吸引另一方。

第4步：降低期望值并继续搜索。如果在第3步，双方未在合理的

期限内达成协定，就应该做出如下选择：冲突一方可以稍微降低期望

值——也就是说，在优先性较低的问题上做出让步或者干脆抛弃那些

优先性较低的利益——然后再度尝试；如果冲突一方的搜索模型同时

兼顾了双方的期望值，也可以降低己方对另一方期望值的设想，然后

在找到解决方案之后，再试图说服另一方相信期望值的降低是可取

的。

应该不断重复第4步，直至双方达成一项协定，或者有一方不得不

撤出冲突。

刚柔并济　上述第2、3和4步的系列策略具有刚柔并济的特点。

冲突一方在根本利益上应该保持坚定的立场——只有当这些利益显然

无法实现时，才能做出让步——但在寻求另一方的利益并对这些利益



予以回应时，也可以具有灵活性[27]。灵活性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冲

突一方能灵活地实现己方的利益，从而能广纳新思想，调和己方和另

一方的利益。因此，这项策略也可以描述为具有坚定的灵活性，即冲

突一方对于最终结果保持坚定的态度，但在实现结果的方法上应该灵

活变通。费歇等人（Fisher et al.，1991：54）的话语真正抓住了坚

定的灵活性的本质：“执著于立场可能不明智，但执著于利益却是明

智的。这就是……你应该不断努力进取之处。”[28]

刚柔并济的策略往往在教养儿童的实践中得以成功运用。明智的

父母会给孩子设定严格的道德标准，并设定诸如清洁、安全和父母亲

内心的宁静这些严格的最低目标。他们督促自己的孩子在这些价值观

的框架内生活，并对那些犯规的孩子进行训诫。不过，父母也会同样

关注孩子的幸福，因而在价值观如何实现这一问题上保持灵活性，允

许甚至帮助孩子在父母价值观的框架内达成自身的目标。比如，一名

父亲可能在儿子整理房间这件事情上要求严格，但在整理的时间以及

方式上能保持灵活性。刚柔并济策略的结果可能符合父母亲的价值

观、亲子的共同利益以及有利于建立和睦的亲子关系。

刚柔并济的策略与乔斯沃德（Tjosvold）的“建构性争论”这一

说法具有密切的关联，后者指的是在合作目标的背景下公开差异

（Tjosvold et al.，2000）。乔斯沃德对组织的研究表明，如果冲突

一方表现出与另一方相反的立场，不但会引发另一方的好奇心，而且

会促使另一方寻找潜藏在这一观点之下的信息，这反过来会促使问题

解决策略的成功。与西方人相比，生长在集体主义社会的中国人更不

愿意公开相反的观点，但乔斯沃德发现，这样做推动了整合式协定的

形成，这一点与西方没有什么不同。

安排议程　刚柔并济的做法以及与之相关的4步骤模型，有利于

处理单一问题或者一组相关的问题。然而在双方共同参与的问题解决



会议上，如果要讨论很多问题，就必须形成一项议程，言明处理各项

问题的顺序。安排这样一项议程，有3种指导方针。

首先，尽早将较容易处理的问题提上日程，往往较为明智。这是

因为成功的问题解决，一定程度上具有累积效应，因为早期的成功造

成了这样一种印象，即后期也可能取得成功——存在整合的可能。这

并非是一项必须遵守的规则。有时存在高于一切的最重要的问题，其

他大部分问题的解决都取决于此，或者该问题损害了冲突双方的关

系，使得双方难以有效地进行对话。这种情况下，该问题就应视为

“拦路虎”，必须首先加以解决，并从议程上移除（Weiss，2002）。

如果进行问题解决的讨论，提出了相互合作的解决方案，就有必

要同时考虑数个问题，从而使得冲突一方在某个问题上的让步能换来

另一方在另一问题上的让步。这就是第2种指导方针，倘要扩大议程，

纳入那些看似无关紧要的事情，就往往适合这种方针。这种情况下，

解决问题的双方必须小心，不要陷入误区，坚持认为在达成协定之

前，所有摊到桌面上的问题都必须得到解决。我们倡导可以讨论多个

问题，而不是力图解决所有的问题。

如果议程包含的项目太多，以至于要在不同的时间考虑那些可能

相互交换让步的问题，从而错过了相互合作的机会，这时第3种指导方

针就能派上用场。这种情况下，为避免勉强接受一项不大令人满意的

解决方案，双方可以在问题解决开始时，坚持这样一项基本原则，即

直到所有的问题都得到充分讨论之后，才能最终批准协定的所有内

容。这样就能根据后期谈判的问题，重新考虑先前的问题。

搜索方案　考虑复杂议题时，通常必须使用双重方法。在问题解

决的早期，必须致力于制定一项最为重要的方案——即双方共同目标

的简短声明，作为通往最终协定的路线图。此后，才能设计一份有效

的议程，以便最终达成详细的协定（Zartman， 1977）。如果未形成



这份方案，双方的议程就会深陷于各种细节，以至于失去动力，并撤

出问题解决过程，或诉诸争斗之术。

看一个这类方案的例子。1978年，以色列和埃及进行戴维营对话

后，萨达特前往耶路撒冷，这一行径引起了世界的瞩目，随后达成了

一项基本的协定。本质上来说，以色列同意从西奈半岛撤军，并开始

商谈巴勒斯坦自治问题，是为了与埃及签订和平条约。这一方案成为

之后数年进一步磋商的基础。

打破联结　虽然偶尔也能达成完全的整合式解决方案（即双方都

能得偿全部所愿），但这类协定极为罕见。通常来说，冲突一方或双

方要找到部分的整合式解决方案，必须做出选择性让步。在执著坚持

的同时，必须放弃某些诉求，降低特定的期望值，或者在特定的价值

观上进行妥协。

诉求、目标、期望值和价值观往往捆绑在一起——也就是说，它

们在心理上与其他的诉求、目标、期望值和价值观联结在一起。因

此，要做出退让，必须打破联结，在此过程中，将心理上联结在一起

的项目分离开来。费歇（Fisher，1964）将这一过程称为“分离

（fractionation）”，而霍普曼（Hopmann， 1996）则将之称为“分

解（disaggregation）”。比如，1962年出现的古巴导弹危机，乍看

上去只是一个单一的问题，即相对而言，美国和苏联孰强孰弱。然

而，在13天的冲突过程中，这一完零和般的问题被双方分离成若干小

议题（如导弹移除的时间，美国对此的补偿等）。这些小问题可以通

过谈判来解决，最终使危机得以和平解决。

我们再以因度假地点而发生争执的已婚夫妇为例。如果他们找不

到前述解决方案，打破联结可能就能发挥作用。大部分夫妇都认为他

们必须一起度假；也就是说，他们将度假与团聚的概念联结在一起。



对于某些夫妇而言，分离这两个概念可能会得出最具整合意义的解决

方案。而实际上，夫妇一起度假并非总是必要的。

隐蔽的问题解决

很多情况下，问题解决行为都具有重大意义。然而，如果另一方

已经采取了争斗之术，不愿意参加问题解决，又该怎么办？冲突一方

在问题解决上所作的努力是否可能遭到对方误解或者利用？

答案是肯定的。正如第3章所述，如果另一方并未准备好加入问题

解决，冲突一方采用问题解决策略就会带来3种风险。所有的问题解决

行为都会带来形象损失的风险——即造成这样一种知觉：冲突一方软

弱可欺或优柔寡断，因而愿意全面退让。事实上，这种知觉会促使另

一方实施争斗行为，努力劝服冲突一方做出让步，因而有损于问题解

决。如果冲突一方对可能的协定试探着提出建议，还会带来某种立场

损失的风险。立场损失是这样一种知觉，即另一方感知到冲突一方已

经从先前的立场退却了。第3种风险是信息损失，如果冲突一方说出了

自己的利益所在，或者暴露出立场可以退却的信息，就会发生信息损

失。信息损失所带来的危险是，另一方可能会利用这一信息进行威胁

或者要求进一步的让步。

解决这3种损失的办法是采用隐蔽的问题解决（covert problem

solving）策略。可以将问题解决战术设想成一个从高度公开到非常隐

蔽的连续体。在公开的一端是这样一些举措：公开探讨可能的选择方

案；在某一问题上让步，希望得到回报，另一方在其他问题上让步；

提出一项妥协或整合式解决方案。在隐蔽（隐而不现）的一端是4种基

本战术：幕后接触、双轨外交、通过中间人进行沟通和努力向对方发

出信号。这些战术允许冲突一方探索可能的解决方案，或者向公开的

问题解决方向迈进，同时能让冲突一方在这些努力不奏效时，拒绝承

担任何责任（Mitchell， 2000）。如果冲突一方经过此类试探后发



现，另一方准备接受己方也能接受的解决方案，或者准备加入问题解

决的进程，冲突一方随后就会变得更加公开——即确信己方不必担心

形象损失、地位损失或信息损失。

隐蔽的问题解决的另一价值是，它能适应争斗行为。如果冲突一

方既想探究问题解决或者某种问题解决方案的可行性，同时又想保持

争斗的姿态，就可以采用隐蔽的问题解决策略。问题的关键是，公开

的问题解决行为和激烈的争斗行为之间存在心理上的矛盾。这两种表

现所要求的态度截然不同。隐蔽的问题解决行为更容易与争斗行为共

存，因为它也不太忠于合作。如果群体内成员都想要参加争斗，这样

做也不太会显得不和谐。冲突一方很难在另一方部分正确的情况下，

聚集起力量进行战斗。因此，采用隐蔽的问题解决策略的领袖，在公

众场合往往表现得好斗——群体成员看不到问题解决行为。

隐蔽的问题解决通常发生在冲突升级之后的一段时间，此时冲突

双方到认识到僵局的存在。双方各自都在摸索解决冲突的新办法，但

都不完全清楚对方的想法。对方也准备实施问题解决策略吗？如果我

方开始安抚行动，对方会报答抑或利用我方的主动让步，将之转变为

他们的竞争优势吗？运用隐蔽的主动让步，冲突一方能测试另一方实

施问题解决的诚意，而不必冒太大的风险。如果另一方通过了测试，

冲突一方随后就能满怀信心地转向更公开的问题解决行为。

如果没有可用的隐蔽方法，即使冲突双方都想采用问题解决策

略，也往往无法解决僵局，因为冲突一方找不到低风险的方法，以检

查另一方合作的诚意。

现在，让我们更详细地考察一下4种隐蔽的问题解决战术。

幕后交往　幕后交往指秘密进行的、非正式的问题解决之讨论。

这些讨论往往由一小部分人进行，讨论情境通常较为轻松和中立，比



如一起吃顿饭。幕后交往通常发生在谈判期间，此时，冲突双方在正

式场合的态度看上去仍然强硬而又好斗。在国际（Alger， 1961）、

行业（Douglas， 1962）和国内商业（Pruitt，1971）领域的谈判记

录中，都能找到此类交往的记载。有些谈判完全是在幕后进行的，比

如，1993年的奥斯陆谈判产生了建立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协定

（Pruitt et al.， 1997）。与通常在谈判桌上进行的公开交往相

比，幕后交往能更为灵活地提出整合式解决方案。

在正式谈判的情境之外，也可能出现幕后交往。例如，埃及外交

部副部长和以色列外交部长在摩洛哥秘密会面，为1977年埃及总统安

瓦·萨达特历史性的耶路撒冷之旅奠定了基础（Stein， 1996）。

幕后交往能降低上述3种风险。立场损失问题很少会发生，因为冲

突双方通常都知道，在私下讨论中提出的观点并非官方立场，除非或

直到官方证实这些观点。形象损失和信息损失不能完全避免，但是如

果参与者只是以个体身份说一家之言，而非代表组织，就能尽可能减

少这些风险。这样安排可以避免两件事的发生：其一，问题解决行为

被人视为群体成员准备投降的信号；其二，从非正式代表的言论推论

出群体成员的需要和价值观这类信息。此外，还可以安排组织内地位

较低的成员（诸如技术专家）参加幕后会议，这些专家能解决问题，

但不能认定他们一定能成为上司的代言人。这种做法能为预防后两种

损失提供额外的保障。如果幕后交往没有进展，这些手段可以让高层

决策者拒绝承担这些幕后言论的责任。

安排那些地位较低的人员参加幕后会议，并允许他们发表一家之

言，这既有利也有弊。形象损失和信息损失的确能降到最低，但存在

另一种风险，即由于这些人并不完全了解所在组织的观点，或者他们

阐释意见时，得不到对方的完全信任，因而他们有效实施问题解决策

略的能力要差一些。我们能做好两个步骤的工作，将这一风险降至最



低，即在非正式的问题解决讨论之后，紧接着举行更为正式的会议，

以便做出实际的承诺。非正式讨论可以增加冲突一方的信心，使其相

信另一方真正有志于问题解决，或者找到能达成最后协定的方向，这

都是非正式讨论的优势所在。正式讨论可以做好幕后交往的收尾工

作，将官方批准的印章盖在最后协定上。

幕后会议还有秘密进行的优点，因而能淡出公众的视野。这样就

能克服群体规范对与另一方沟通的限制，在严重升级的冲突中有时会

存在这一问题。此外，参加幕后会议的人既能披露信息又能表明立

场，而不用担心盟友、第三方和群体成员的反应。这种灵活性在更为

公开的情境中不太可能出现。

不过，秘密会议也有缺点。如果在会议上形成一项实际协定，那

些未能参会的人可能就会变成“破坏者”，暗中破坏这一协定

（Kriesberg， 1998）。因此，在秘密探索了可能的协定之后，只要

有可能就应该将那些潜在的破坏者带入谈判进程。

双轨外交　幕后会议有时会涉及双轨外交——即公民私下或非政

府组织的非官方交往（Diamond & McDonald， 1996；Montville，

1987）。我们以冷战期间西方科学家和苏联科学家之间的帕格沃什

（Pugwash）会议为例，该会议促进了武器控制的进程。与官方之间的

幕后会议相比，双轨会议不但更灵活，而且几乎没什么形象损失、立

场损失和信息损失。此外，与会人员往往持有与政府官员不同的观

点，因而可能会提出官方外交意想不到的新想法。这类会议还有一个

优点，即能削弱冲突升级中经常出现的负面刻板印象（Jeong，

2000），并能让双方的大批民众了解对方的目标和叙述。最近的一项

研究表明，美国外交官越来越觉得，双轨外交可以成为他们正式实践

的“单轨”外交的辅助（Chataway，1998）。



中间人的使用　如果幕后会议的风险看上去太大，或者冲突双方

不可能直接联系，那么第三方有时会被当成协调问题解决的中间人。

古巴导弹危机发生期间，美国新闻记者约翰·斯卡利（John Scali）

就在美国和苏联政府间来回穿梭，传递信息（Young， 1968）。

与幕后会议相比，中间人调停能更好地保护冲突双方，免遭形象

损失和信息损失，因为并不清楚，中间人是否能代表派遣方的真实想

法。即使他们看上去很好说话，冲突一方也不能确保，另一方真的准

备做出大幅退让。如果他们泄露潜在的利益点，冲突一方也不能确保

这些信息是正确的，因而不能据此提出威胁。然而，中间人往往能找

到双方充分的共同点，并为另一方忠于问题解决的诚意提供足够的担

保，以便让冲突一方觉得，值得花时间与另一方开展更直接的交往。

中间人也能提出新的想法，并因此而有助于双方形成共同点；而且他

们能在去升级化螺旋中起到协调作用（参见第9章末尾的讨论）。

通过中间人所进行的双边对话，能避免争论双方的正面对抗，并

因此避免了双方关系潜在的摩擦。这就是集体主义文化频繁使用间接

渠道，来解决冲突的原因所在，这一点在第3章探讨过[29]。发出和解

信号　和解信号（也称为隐态沟通或者符号语言）是表示愿意做出特

定让步或采取其他合作行动的暗示。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对劳资谈判双

方交流的记录（Peter， 1952：18），当时中间人刚刚提出一项妥协

方案，劳工薪酬每小时涨9美分：

弗雷泽和特纳相互看着对方的眼睛，并未说一句话，却在进行某

种交流。在双方眼神的交流中，双方都在问：“如果我同意9美分，你

也会转而同意吗？”弗雷泽说：“好了，为了阻止罢工，我们愿意考

虑一下。”特纳点头表示同意。特纳按铃叫秘书进来，记录下一份协

定备忘录，紧张的局面消失了。



弗莱泽的眼神和试探性的陈述都可以视为信号。陈述要比眼神的

含义更清楚，大概是因为眼神的交流让弗雷泽确信，风险并不大，他

能冒险一试中间人的建议，试探能否获得对方的支持。这类行动就像

打乒乓球一样来回反馈，双方的意见变得越来越清晰，在信号对话中

这种情形极为普遍，而且与第9章末尾提及的去升级化螺旋紧密相关。

有效的信号必须既引人注目，又能拒不承认（Mitchell，

2000）。它必须引人注目，否则没有效果。又能拒不承认，这样才能

在另一方并不打算接受信号所暗指的提案时，将形象损失和立场损失

降到最低。否则冲突一方的谈判立场就可能松动。

和解信号可以发出试探性的气球，了解妥协提案或整合式解决方

案的可行性，也能在提议启动联合性问题解决时，如果另一方不感兴

趣，将形象损失降至最低。然而，与幕后交往和中间人行为不同的

是，发送信号很少能直接促成整合式解决方案的新观点，因为它们无

法用来表达复杂的想法。

劝说另一方加入问题解决的策略

如果冲突一方有实施问题解决的意向（无论是因为认识到冲突僵

局的存在，还是因为真正关心另一方的福祉），另一方也有实施问题

解决的意向，对冲突解决就会大有裨益。这有两个原因，其一，冲突

一方现在能使用更公开的问题解决战术，确信另一方不会对此加以利

用，这些战术也往往会因此而更有效。其二，双方联合的问题解决

——即双方相互交换看法与价值观等信息，并一起努力寻找双方都可

接受的解决方案——通常要比单方独自的问题解决更有效。如果双方

都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详谈，就能找到一种搜索模型，该模型将代表

各自利益真正的融合。



如上所述，如果冲突一方不能确定另一方实施问题解决的诚意，

就往往会采用隐蔽的行动来试探。然而，这并不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冲突一方有时能采取主动，努力将另一方转向问题解决的方向。

冲突一方要想顺利完成后一项任务，关键是要公开表现出刚柔并

济的姿态（Komorita & Esser，  1975；McGillicuddy et al.，

1984）。先前我们曾指出，刚柔并济的姿态有助于形成创造性的解决

方案，而现在我们更认为，如果冲突一方明确地向另一方表露出这样

一种姿态，就会促使另一方跟随冲突一方采用问题解决策略。

我们的推理如下：这种策略之所以需要坚定的一面，是因为冲突

一方要，（1）劝说另一方，争斗之术不可行，因为冲突一方会坚定不

移地维护己方的根本利益；（2）避免另一方将己方的和解信息误会为

软弱的标志。这一战略之所以需要安抚的一面，是因为冲突一方想让

另一方确信，当前情境下存在整合的可能——即可以相信冲突一方会

帮助找到一项双方均可接受的解决方案，而且如果另一方也决定采用

问题解决策略，冲突一方就不会回到争斗的老路。这就像汽车保险杠

上的贴纸，上书“礼貌具有感染力”。我们相信，良好的问题解决策

略也具有感染力。

我们来看一个刚柔并济姿态公开表现的例子，这是发生在冷战中

的一段插曲，即在1961年的柏林危机中，美国总统肯尼迪所发表的声

明和采取的行动。苏联主席赫鲁晓夫试图结束美国对民主德国的占领

——并因此想阻止联邦德国技术人员迅速叛逃的行为——因此威胁美

国，己方要与民主德国单方面签署一项和平条约，并驱赶柏林走廊上

空的美国战机。肯尼迪总统认识到必须做出一些退让，于是“决定在

实质问题上坚持强硬立场，但在非实质问题上进行谈判”（Snyder &

Diesing， 1977：566）。7月25日，肯尼迪在演讲中宣布了确保德国

统一和美国继续占领西柏林的三项基本原则。肯尼迪立下誓言，强调



这些原则的坚不可摧，美国将以武力和相应的军备建设来确保这些原

则得以坚守。他还号召苏联及其盟友坐下来谈判，消除西柏林那些

“切实的不安定因素”，从而展示出美方的灵活性，和对俄罗斯敏感

问题的关注。

这些做法得到了两个结果。一是柏林墙的建立。当时，在西方人

眼中，这一行动是苏联实施的争斗行为。而现在回想起来，这可以视

为一种双方联合的问题解决的结果，因为该行为建立在双方一系列公

开声明的基础之上，而这些声明都暗示了修建隔离墙的愿望（Pruitt

& Holland， 1972）。柏林墙的建立解决了双方的问题，既阻止了民

主德国的人口流失，又未破坏美国在西柏林的权利。二是最终的谈

判，使得美国的权利见诸于书面文件。

下面几个部分，我们将探究到底什么样的具体指导，能表明一方

采取了刚柔并济的姿态。

表示坚定的立场

我们的分析表明，冲突一方能以各种方式发出坚决维护其根本利

益的信号。一是发表有力的言论捍卫这些利益。二是不愿意做出单方

面退让（Komorita & Esser， 1975）。三是冲突一方安排群体成员做

出强硬的陈述，并且让另一方清楚，己方对这些成员负责（Wall，

1977）。四是形成适度的威胁能力（Lindskold & Bennett，

1973），既要足够强，让冲突一方的坚定性给另一方留下深刻印象，

又不能太强大，刺激另一方采取应对恐惧的对策。

为了强调坚定性，可能有必要使用争斗之术。如果冲突一方最近

曾做出让步，这一点尤为重要。否则另一方可能会将冲突一方的灵活

诠释为软弱，因而会坚持甚或提高自己的期望值，还会变本加厉地投

入争斗活动。我们仍以肯尼迪的表现为例。他发誓，必要时美国会以



武力保障西方在柏林的权利，而且相应的军备建设也是为这项任务服

务的。在问题解决战略刚实施时，冲突一方有时也需要使用争斗之

术，来激发另一方充分关注冲突一方的幸福，进而采用问题解决策

略。

在推荐使用争斗之术时，我们要留意可能引起的很多问题。使用

这些战术会促使使用方和目标方的立场变得更为强硬，因此会破坏问

题解决进程。这些战术也往往会疏远目标方，并因此促进冲突螺旋的

形成。简言之，争斗之术既能促进也能阻碍双方均可接受的解决方案

的形成。冲突一方如何能既获得这些战术的优势，同时又避免缺陷？

这一问题有几种答案：

● 使用争斗之术来捍卫根本利益，而用做冲突的特定解决方案。

因此，肯尼迪捍卫了美国对柏林的占领，而并未对特定的准备工作做

出提前判断。

● 冲突一方在使用争斗之术时，可以配合着发出灵活处理和关注

另一方利益的信号。肯尼迪主动提出就“切实的不安定因素”进行谈

判，采用的就是这种谋略。这些谋略旨在让另一方感觉到，整合的潜

能是如此之大，以至于问题解决进程看来是有保证的。

● 将争斗行为与安抚行为隔离开来，从而各部分的策略不会彼此

干扰。隔离最常见的形式就是“坏警察/好警察”惯例，即让一名团队

成员（坏警察）采用争斗行为，而让另一名成员（好警察）采用问题

解决的行为。在坏警察威胁的情境下，好警察提出的合作就更可能得

到目标方的回报。在好警察恭维的情境下，坏警察的冲突升级行为也

不太可能引发目标方的报复升级行为。比如，托收代理人告知一名拖

欠款项的债务人，其委托人将会起诉债务人，除非能达成一项双方都

可接受的协定。



● 使用威慑力量而非强制威胁。强制威胁要求另一方采纳某一特

定选项，而威慑虽然排除了另一方偏爱的行动或解决方案，但并未限

制其他选项，而是允许另一方做出选择。简言之，威慑只否定另一

方，并不要求另一方肯定。

表示和解的意图

冲突一方能以多种方式，发出信号，表达对另一方结果的关注和

形成最后协定的灵活性：

● 公开表达对另一方幸福的关注，并“承认另一方的利益是问题

的一部分” （Fisher et al.， 1991：51）。

● 如果能找到连接冲突双方利益方法，就愿意改变自己的计划。

● 证明问题解决的能力——比如，组织一个专家谈判团队来向另

一方明显地展示，冲突一方有能力提出有用的新观点。

● 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用以向另一方展示己方合作的诚意。

● 奖励另一方所有合作的举措（Deutsch， 1973）。

● 重新审视另一方明显无法接受，但冲突一方认定的利益点的所

有因素，确保这些因素对于己方的福祉必不可少。如果证明这些因素

对于冲突一方的优先性较低，就可以放弃它们。而如果证明它们的优

先性较高，冲突一方就可能要挖掘与另一方立场矛盾的利益点之下的

利益点。

鹰派和鸽派的争论

大多数社区（小群体、组织和国家）都包括鹰派和鸽派，他们在

外部关系的处理上，立场截然相反。鹰派倾向于采用强硬且好斗的防



御手段来保护集体利益；而鸽派则倾向于与发生问题的外群体进行谈

判并采用问题解决策略。我们对刚柔并济的重要性所做的分析表明，

要理智地处理好外部关系，这两种派别都有存在的必要：鸽派致力于

达成协定，而鹰派能避免退让太多，放弃己方的根本立场。有项谈判

实验支持了这一结论。雅各布森（Jacobson，1981）指出，与只有鹰

派或鸽派的情况相比，既有鹰派又有鸽派的冲突双方能达成更多的整

合式协定。按照他的解释，这种混合型团队使用了刚柔并济的办法。

鹰派坚持为团队获取更高的利益，而鸽派则努力寻找方案，满足双方

鹰派的要求。

冲突中的群体往往会试图掩盖己方的两派之争，以便努力向对手

展示，自己这边是一致对外的。然而，我们的分析表明，这种做法可

能并不好，因为冲突一方暴露出两派分歧，等于向另一方发送刚柔并

济的信息。鹰派的存在透露的信息是强硬和决心，而鸽派的存在透露

的信息是和解的诚意。这种结合会促使另一方进行合作。如果有人能

证明，这两个派系在政治力量上势均力敌，那么这一效果甚至会更加

明显。这种情况下，外群体的好斗行为会适得其反，造成鹰派地位的

上升，而合作行为则会获得奖励，推动鸽派在政治上获得胜利。此种

效果与坏警察/好警察惯例所产生的效果紧密相关。

协定之外

本章详尽地探讨了如何达成协定，以解决争议和停止争斗。不幸

的是，很多情况下，除非我们采取额外的措施，否则这些协定往往很

脆弱，很容易崩溃。正如罗斯坦（Rothstein， 1999）指出的，这些

协定常常会带来短暂的欢快，使人们产生不切实际的期望，认为冲突

会这样长久终止。在这段欢欣鼓舞的时期里，双方都可能会忽略或低

估那些必须完成的额外工作，以避免协定的破裂或者新的冲突升级。

至少，需要做两件额外的事情：达成持久的协定和修复关系。



达成持久的协定

如上所述，整合性更强的协定可能会更加持久，因为冲突双方在

谈判结束时，未获满足的需要很少。这类协定离冲突的真正解决其实

并不遥远。实现和监控遵从行为的程序也能成为协定的一部分，比

如，联合国维和部队驻扎在两国边界上，以监控军队的移动。

要让一项群体间或国家间的协定获得成功，可能也有必要控制潜

在的破坏者——即冲突单方或双方中那些想要推翻协定的人或群体。

比如激进的巴勒斯坦组织哈马斯，就是破坏者的例子。1993年之后，

他们的恐怖主义行径已经部分指向推翻奥斯陆协定，该协定旨在启动

巴以之间的和平进程。以色列这边的破坏者也同样非常活跃。

斯泰德曼（Stedman， 2000）提出了控制潜在破坏者的三种方

法：（1）满足潜在破坏者的诉求，前提是这些诉求并不过分；（2）

在潜在的支持者中排斥破坏者，并因此将规范压力（normative

pressure）加诸他们身上；（3）如果潜在的破坏者做出不利于协定的

事，可以剥夺他们的资源、监控他们的活动以及惩罚他们，来压制他

们。此外，协定签署之后，往往需要帮助达成协议的第三方的继续参

与， “以确保整个进程不会脱离预定的轨道” （Hampson，1996：

11-12）。

修复关系：和解

源自残酷斗争的结构变化往往难以逆转，即使造成这些变化的冲

突已经得到了解决。这些结构变化的最终结果就是冲突双方关系的破

裂。双方关系往往会遭到重大损害，以至于结束冲突的协定无法维持

很长时间，尤其在协定签署之后双方还必须继续打交道时。要么从前

的冲突重新发生，要么猜疑和其他结构变化使得新的冲突更易出现。



顺理成章，“后解决阶段”需要修复已损的关系——即消除先前

升级中形成的结构变化。在严重升级的冲突中，只消除一种结构变化

通常是不够的——敌对态度、情感、目标或者负面认知——因为总会

有其他的结构变化让它死灰复燃（Pruitt & Olczak， 1995）。确切

地说，双方需要对整个成员的关系进行广泛性修复。关系修复的过程

通常称为和解（reconciliation）——近些年来，这一主题已经获得

理论界的广泛关注。

虽然不同的研究者认为和解的具体内容有所差别（请看Deutsch，

2000b；Kriesberg ，  2001；Rigby ，  2001；Shriver ，  2001；

Yamamoto， 1999），但在两点上似乎没有什么异议：（1）有效的、

可持续的和解必须面对痛苦的过去，同时规划共同的未来；（2）它至

少应该包括李德瑞奇（Lederach， 1997）所说的部分：真相、宽恕

[30]、正义与和平。下面我们分别考察每个部分。

真相　迈向和解的步伐起始于对过去事实的认识。冲突单方或者

通常双方都曾经遭受过苦难——即一方或者双方都有受害者。这些已

往的真相必须挖掘出来，让所有人都能看到——受害者、迫害者和第

三方（Lederach， 1997）。

冲突结束后，冲突双方往往想要埋葬痛苦的过去。受害者痛恨回

顾过去，因为过去的经历迫使他们重新激活所遭受过的痛苦和羞辱，

而对于迫害者（以及一些旁观者）而言，直面过去让他们感到耻辱和

内疚。然而，就像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Archbishop Desmond

Tutu）所说，“没有记忆就无法痊愈”（转引自Hawk， 2001：

307）。因而，挖掘真相无论多么痛苦，都是和解过程的第一步。

和解过程中真相的重要性最能体现在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TRC）的目标中[31]。



1994年，南非压迫的种族隔离制度（白人支配黑人）和平地转变为民

主制度。像许多经历过剧烈政治转变的社会一样，南非也面临着难

题，如何处理过去那些作奸犯科者。按照历史的先例，要么全部赦

免，要么全部审判，但是这两种办法都不适合南非这样一个极度需要

和解的社会，结果就出现了TRC这样的社会创举。该委员会愿意宽恕那

些承认过去罪行的作恶者，以此来愈合南非社会的创伤。虽然TRC的最

终效果如何，必须等待时间的检验，但它一定是20世纪最具胆识和最

具创造力的社会和政治实验。

TRC的目标是“查明过去的真相，适当的情形下实行大赦，确定赔

偿方案，而最终目标是重建并恢复受害者被侵犯的人权和尊严”

（Friedman， 2000：400）。正如TRC的名称所示，该委员会认识到，

首要之事是恢复过去种种不公的隐藏真相，这是迈向和解的第一步。

因此，它投入了大量的工作和资源来搜集不公的事实。在这项工作

中，TRC不仅鼓励受害者前来讲述他们受苦的经历，而且鼓励作恶者承

认他们的罪行。

真相促进和解的原因之一是，它给受害者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

们公开讲述自己的苦难。这本身就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伤口的愈合

（Shriver， 2001；Staub， 2001）。一名曾经被关进监狱并被警察

打瞎双眼的男子，曾有幸给TRC的官员讲述了他遭受的苦难，并总结了

揭露真相带来的治疗价值：“……我觉得，一直以来让我感到难过的

是，我不能讲出我的经历。但是现在……来到这里，告诉了你我的经

历，让我感到似乎重见光明（转引自Shriver， 2001：27-28）”。当

无法说出自己的经历时，很多不公行为的受害者都陷入了可怕的过

去，饱受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的折磨

（McFarlane，2000）。



真相促进和解的另一个原因是，真相能修正过去不精确或扭曲的

叙述。记忆和叙述很容易为迎合动机和利益而发生改变（Loftus，

1979）。受害者往往会过分夸大他们遭受的苦难，而作恶者则往往会

对自己在作恶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轻描淡写（Baumeister et al.，

1990）。这就在作恶者和受害者之间制造出紧张关系，而这种关系往

往会传给下一代。因此，受害者会讲述他们受苦的经历——通过小

说、歌曲和历史书籍等——希望他们的后代为自己报仇[32]，而作恶

者传承的则是对恶行加以美化或合理化的版本。

我们再来看一下日本和韩国当前的关系。日本在二战前占领过韩

国，因而许多韩国人都遭受过日本的残酷统治。虽然这两个先前的敌

对方能共同主办2002年世界杯足球赛，但在实现完全和解之前，很多

棘手的问题仍有待解决。有一个问题至今仍唤起韩国人强烈的敌意，

即日本不愿意修改历史教科书，现在的教科书并没有承认日本过去对

韩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实施的暴行和侵略。这一事例说明，不精确的记

忆和叙述是如何延续受害者和迫害者之间的鸿沟，因而阻碍了和解过

程。纠正公开发行的冲突历史记载，现在视为和解的关键要素

（Montville， 1993）。

如果挖掘已经遗忘的过去会激起已经平息的敌意，那么可能会适

得其反。然而，如果受害者仍旧记得过去所遭受的苦难，要想完全和

解，就必须从发掘真相开始。理想的做法是，在发掘真相的过程中，

曾经卷入冲突的各方应一同对过去进行分析，从而让作恶者完全承认

他们造恶的罪孽（Fisher， 2001；Montville， 1993）。

宽恕　在和解过程中，宽恕的作用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宽恕常与

和解混淆。对宽恕的改造能力印象深刻的席美尔（Simmel， 1955：

118）曾经指出，宽恕的力量如此神奇，乃至“在理性上完全无法理

解”。



所有“宽恕”的定义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放弃复仇的愿望

[33]。第6章和第8章曾提及复仇愿望的力量和持续，而宽恕是克服这

些愿望的少数方法的一种。宽恕并不意味着忘记或者姑息不正行为，

而是有意识地决定不再推动复仇行为。它将冲突双方都从复仇的枷锁

中解脱出来，并将痛苦的过去与充满希望的未来分离开来。

宽恕有时是个人内心的过程，是单向的行动，并未对冒犯者提出

任何要求。受害者无条件地原谅了作恶者，而并不考虑后者是否表现

出悔意、是否想得到宽恕、甚至是否认识到自己的恶行。这种宽恕的

确促进了受害者痊愈，因为受害者从无情的复仇愿望这一诉求中解脱

出来（Scobie & Scobie， 1998；Worthington， 2001），而且宽恕

还打破了冲突螺旋。

然而，无条件的宽恕有可能会带来3个问题。其一，这种宽恕可能

无助于恢复受害者和作恶者之间的关系。妻子可能会原谅丈夫的出轨

行为，但并不想和他继续保持婚姻关系。按照雅各比（Jacoby，

1983：347）的说法，无条件的宽恕“只不过是一种心态——对于宽恕

的一方而言，这种状况可能具有情感上或者道德上的意义，但是作为

一种社会纽带，或者作为一种恢复受伤害者和伤害者之间文明关系的

媒介，这种状况却没有意义。”其二，如果双方进行沟通，那么无条

件的宽恕很容易会被误释为一种凌驾于作恶者之上的道德优越感：

“我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而且不肯纡尊降贵。因而，我原谅你。”这

一信息传递的是傲慢而非尊重（Murphy & Hampton， 1988），有可能

激起作恶者的进一步伤害。其三，无条件的宽恕可能会被人视为软弱

的标志，招致进一步伤害。弗罗斯特（Frost， 1991：123）提供了一

个例子，证明了这种危险。时任桑地诺内务部长（Sandinista

Interior Minister）的托马斯·博奇（Thomas Borge）遭到尼加拉瓜

国民卫队的关押，并饱受折磨。他的妻子被他们奸杀。在1979年桑地

诺解放运动结束后，博尔赫造访了关押国民卫队成员的监狱，并认出



了其中两人。他明确地对他们说：“你们不认识我吗？……我是被你

们折磨过的博奇——我的妻子被你的同伙杀死了……现在你们发现这

场革命的重要性是什么了吧……我原谅你们……来吧，走出门去吧，

你们自由了（转引自Montville，1993：120）。”博奇无条件的宽恕

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因宽大处理而得到释放的卫队成员，大部分

后来集合在一起，反对桑地诺政权。

宽恕也可以是一个人际间的过程，一种“双方之间的交易”

（Augsburger，1992：283）。准此而论，受害者原谅对方，是为了交

换作恶者真正的悔恨和愧疚。这样一种交易象征性地抹去了受害者和

作恶者的身份，给各方都提供了一个“重新赋予对方人性”的机会

（Shriver， 2001）。

实证研究表明，这样一种交易是实现宽恕的主要方式。作恶者的

道歉或悔恨的表达通常有助于宽恕的实现，而如果缺乏这些道歉或悔

恨的话，宽恕就不容易达成（McCullough et al.， 1997；Ohbuchi，

et al.， 1989）。

宽恕这一美德，在许多宗教和大部分当代文化中不断地得到倡导

和强调。尽管如此，现实情况却是，宽恕的达成是相当难的。电影

《玫瑰战争》（The War of the Roses）就表明，在人际交往中要放

弃复仇的愿望是多么艰难。这部电影讲述了一对曾经非常恩爱的已婚

夫妇——迈克尔·道格拉斯（Michael Douglas）扮演的丈夫和凯瑟琳

·特纳（Kathleen Turner）扮演的妻子——陷入了一个不断升级的报

复和反报复循环。在影片的最后，夫妻俩之间的暴力冲突发展到俩人

都悬挂在一个大型吊灯上。吊灯很快落到硬地板上，碎了，这对夫妇

随即发现自己躺在一堆碎玻璃之中。身受重伤的丈夫使出自己最后的

力气，想要伸手去触摸他的妻子——仿佛是向对方道歉并请求宽恕。

而同样身受重伤的妻子这时已几乎无法动弹，于是举起手进行回应



——但这一回应却是，推开了丈夫的手。复仇的愿望终究还是占了上

风。

如果宽恕难以在个体水平上达成，可以想象，要在群体之间实现

宽恕是多么艰难。实际上，有人（如Hawk， 2001）甚至质疑群体间的

宽恕是否可能发生。如果宽恕只是属于受伤害者，只有受害者本人能

实施宽恕——他们的亲戚朋友都不能。

施赖弗虽然承认，要取得集体性宽恕面临重大挑战，但还是认

为，如果冲突一方或双方的政治领袖都能说出愧疚之意，宽恕就能达

成（Shriver， 1995）。我们以1972年发生的一次交流为例，当时苏

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与联邦德国领导人施密特在一个共同的朋友家中

举行了非正式会谈，勃列日涅夫谈到了二战期间德国士兵对俄国人的

暴行。施密特则讲述了一段自己作为一名年轻士兵参加侵俄战争的经

历，同时也对侵略时期所发生的一切表达出深深的负罪感。虽然勃列

日涅夫并未宽恕施密特，但却有了些宽恕的迹象。施密特写道：“可

能是这种对残酷战争记忆的交流，很大程度上帮助双方建立起一种相

互尊重的关系，而从1972年到他（指勃列日涅夫）逝世这段时期，相

互尊重一直是两国关系的主要特征（转引自Montville， 1993：

117）。”

正义　正义是指“正确地做事、创造平等机会、纠正错误以及赔

偿（Lederach，1997：28）”。 1994年卢旺达胡图族人发动了恐怖大

屠杀，图西族人尼亚贝扎（Nyirabeza）虽幸免于难，却失去10位家庭

成员，她说道：“我只是在等待正义。”刽子手是她以前的邻居，过

去常常与她一起分享食物和饮水。现在，那个邻居回到了村里，自由

自在地生活着，并未因罪行而遭到惩罚。这的确加深了她为被害的儿

孙们所感到的痛苦（Gourevitch， 1997）。



和解需要在宽恕和正义之间达到一种平衡：缺乏正义的道歉和宽

恕是空洞的[34]，而如果缺乏宽恕，那么对正义的诉求则显残酷。这

两个极端都有可能让和解脱离轨道。

施赖弗（Shriver， 2001）把给受害者获得的正义分为两种类

型 ， 即 惩 罚 性 正 义 （ retributive justice ） 和 恢 复 性 正 义

（restorative justice）。前者指对作恶者予以适当的惩罚，而后者

指赔偿，即对受害者所遭受的伤害加以补偿。在这两种正义中，恢复

性正义更有可能引致和解，因为惩罚性正义往往会激起仇恨，并有可

能引发冲突螺旋。赔偿行动除了能直接促进和解，还能表达作恶者真

诚的悔恨，因而推动了宽恕的产生[35]。恢复性正义还有助于受害者

和作恶者在对方眼中重新人性化，这就扭转了一项影响冲突升级的最

重要的结构变化（Fisher， 2001；Montville， 2001；Shriver，

2001）。因此，恢复性正义是一种用人性绳索将冲突双方重新联系起

来的办法。

和平　完全的和解需要双管齐下——一方面平息痛苦的过去，另

一方面设计充满希望的未来。迄今为止，我们讨论了和解的三个部分

——真相、宽恕和正义——都着眼于过去。最后一个部分——和平

——着眼于未来。

可持续的和解需要“积极的”和平而非“消极的”和平。消极和

平只不过是停止暴力，而积极和平则意味着，促进受冲突影响各方的

和谐、统一、合作和安全（Borris & Diehl， 1998；Deutsch，

2000b；Galtung， 1996）。以下方面能促进积极和平，即“横向联系

的加强，解决（未来）冲突的制度化程序，以及共同认同的建立和促

进这些共同认同的既得利益”（Borris & Diehl， 1998；Deutsch，

2000b；Galtung， 1996）[36]。



总结和结论

如果双方能联合行动，那么问题解决策略——即找出能满足双方

期望值的方案所付出的各种努力——效果就是最好的；不过冲突双方

中的单方或者第三方也能使用这种策略。解决问题会导致三种协定，

即冲突管理、协议或决议。冲突管理是一种程序性协定，能产生去升

级化和/或避免未来的冲突升级。协议指那些终止争斗的实质性协定，

但却往往太过肤浅而无法持续。决议涉及解决冲突双方的根本问题，

因而可能持续很长时间。

问题解决有时会导致一种简单的妥协——冲突双方都明显地退让

到某一中间立场上。不过，这种方法往往无法达成一项协定，而冲突

要想得到真正的解决，需要提出一项能协调双方最根本利益的整合式

协定。整合式协定有5种形式：即做大蛋糕、非特定性补偿、相互合

作、削减代价以及搭建桥梁。

削减代价和搭建桥梁需要分析冲突一方或双方潜藏的利益——即

引起他们诉求的目标、价值和假设。这通常要跟随利益树一直下到根

部。这可能也涉及在问题的意义上找到双方的细微差异，比如，关注

的是实质问题还是表面现象，是眼前利益还是长远未来。此外，检查

冲突双方的因果信念以及他们的叙述和隐喻也富有成效。

在检查并确保双方真的存在利益分歧之后，有效的问题解决策略

往往需要刚柔并济，也就是说，冲突一方不但强硬地坚持己方的根本

利益的，而且关注另一方的利益，在确切的协定内容上保持灵活性。

如果冲突一方能清晰地向另一方表明这种刚柔并济的姿态，就能促使

另一方转向问题解决的进程。

如果存在很多复杂问题，冲突一方必须小心谨慎地设定议程，以

便使双方对达成协议保持乐观态度，同时集中所有的问题，权衡取



舍。复杂事务的谈判往往包括两个阶段，先提出整体方案，之后讨论

与方案每条细则有关的细节。如果存在一个决定许多其他问题的问题

（“拦路虎”），就应该将它视为议程的首要部分，加以解决。如果

没有这样的问题，为了给双方提供前进的动力，从那些更容易解决的

问题着手更有意义。考虑这些问题时，找出它们之间不必要的联结非

常重要。

如果公开的问题解决努力所取得的效果适得其反，双方就可能利

用幕后交往、双轨外交、通过中间人传递信息或者交换信号这些方式

来进行隐蔽的沟通。此外，双方还必须确保签署的协定得以遵从，同

时避免新的冲突升级。更具整合性的协定更可能持续，详细规定遵从

协定的步骤并监控遵从行为的协定，也更可能持续。有时，还需要控

制潜在的破坏者的程序。

要调解争论双方，修复他们的关系也很必要，出现严重升级时，

尤其如此。冲突专家认为，和解需要满足四项前提：真相、宽恕、正

义与和平。真相要求双方坦诚地记录过去的不公行为。宽恕如果能成

为双方交易的一部分，即受害者表示原谅，用以交换作恶者真正的悔

恨和愧疚，那么就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正义的表现方式很多，其

中恢复性正义与和解目的最相符。和平意味着为双方未来的和谐、统

一、合作以及安全设立条件。

本章我们已经证明了解决冲突的两大技术——问题解决与和解

——的重要性。对于冲突双方而言，并不总能采用这些方法来解决冲

突。冲突升级可能使他们变得太过强硬，而且相互猜疑对方解决冲突

的诚意，或者他们还可能对解决冲突的整合潜力缺乏信心。这些情况

下，通常需要第三方的介入，这就是下一章的主题。

第11章 第三方干预



通过本书的学习，我们发现，饱受冲突升级之苦的人在冲突上的

投入越来越大。冲突双方的立场不但相去甚远，而且往往会变得日益

强硬。这是因为双方充满了敌意，并且都担心任何和解姿态都会被对

方误会为软弱。冲突双方的沟通或者中断，或者变得极为紧张，以至

于不能有效地进行谈判。此外，即使在中度升级的冲突中，冲突双方

也都可能缺乏客观、信任和/或创造性，而这些因素对于他们走出深陷

的冲突困境非常必要——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走出冲突的动机，而是因

为他们不知道方法。因此，出于种种原因，争议双方有时不能或不愿

意朝着达成自愿协定的方向努力。

在这些情形下，第三方往往参与进来，从而将冲突引向协议或决

议的方向[37]。他们可能应争议一方或双方的要求[38]，或者自己主

动，或者在社区或其他机构的安排下进入冲突情境。

本章我们将更深入地考察第三方扮演的重要角色[39]。首先我们

要思考第三方的含义，以及第三方参与冲突的优点和缺点。接下来我

们要考察，第三方进入冲突的方式和时间。之后我们要仔细看看调解

者（最常见的第三方）到底能做什么，来帮助解决争端，也要了解调

解的效果。再后我们要考察第三方干预的其他几种类型（包括旨在和

解的第三方干预），以及各种干预发生作用的条件。本章最后，我们

要讨论选择各种干预方法的指导原则。

何谓第三方

简而言之，本书提及的第三方指与争议无关并力图帮助各方结束

冲突的人。第三方干预可以分为两大类，即契约干预和紧急干预

（Kressel & Pruitt， 1989；Pruitt & Carnevale， 1993）。契约

干预是由冲突管理专家（比如专业调解员或法官）按照已有的正规程

序来实施，干预者与冲突或冲突的解决不存在私人利益的关联。紧急



干预（更为常见）由非专业人士实施，干预者通常与争议双方都存在

持续的关系，并且与冲突结果往往存在利害关系。紧急调解的程序往

往是非正式的，因为并未按照某种预定的计划实施（Botes，

2003）。比如，父母对手足同胞之间发生的争吵进行干预，管理者对

两名工人的分歧进行调解，某国对两个邻国的领土争议进行干预——

这些都是紧急干预。

第三方的角色和环境

自从人类出现，第三方就已登上历史舞台。他们扮演着各种各样

的角色，在《圣经》、 《伊利亚特》[40]及《奥德赛》[41]这类典籍

中， 我们能清晰地看到他们的身影。

第三方的类别很多，有些更具指导性，更加果断而强硬地将自己

的观点推销给争议双方。法官和传统性仲裁员的指导性最强，因为他

们有权力做出有约束力的决定，从而解决争端。调解者、中间人和建

议性仲裁员的指导性较弱。他们虽然有权提出新的冲突解决办法和可

能的协定，但却要让争议双方自己来决定是否达成协议。法官与仲裁

员不同，因为法官要依照一系列细则和司法先例做出裁决，而仲裁员

则不但能在任何地点聆听案例，而且在安排听证的方式上有更大的回

旋余地。听取了控辩双方的陈述之后，传统仲裁员能做出有约束力的

决定，但是建议性仲裁员只能发表倡议性的协定，争议双方完全能随

心所欲地决定是否听从。调解者的角色是协助冲突双方进行谈判，而

这种协助的具体形式取决于调解者对阻碍谈判因素的诊断。中间人的

角色和调解者差不多，只不过中间人要在冲突双方之间来回穿梭，而

非在联席会议上与双方对话。

本章还将讨论其他类别的第三方，包括和平维护者、关系治疗师

和冲突管理培训师。在研究、理论和实践领域，最受关注的第三方干

预是调解，因此，调解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只要存在冲突，第三方干预就可能发挥作用。因而无论是在国际

舞台上、内战的派系间，抑或劳资双方间的争议中，我们都能看到这

些干预形式。契约式调解和仲裁先前只用于调整劳资关系，但近年

来 ， 这 些 方 法 以 “ 选 择 性 争 议 解 决 （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ADR）”这一通用名称[42]应用在很多新领域之中。ADR

适用的情境已经很普遍，包括社区冲突（发生在邻里之间、房东与租

客之间、旧恋人之间等）、校园争端、堤坝和油田等影响环境的大项

目地理位置的确定及政府规则的制定（Spector， 1999）。

以前只能由法官处理的争端，现在也可以运用ADR来处理，包括离

婚和儿童监护、小额索赔和商务合同纠纷（Wall & Rude， 1989，

1991）。与先前的方法（包括法庭裁决）相比，ADR成本更低，往往更

易成功。ADR较之法庭另一个巨大的优势是，更少诉诸严格的法律原

则。因此，更有可能满足争议双方的利益和需要（Rubenstein，

2003），提出更多的整合式解决方案，增加争议双方的满意度，减少

双方的冲突[43]。由于存在这些优势，越来越多的冲突个案转而使用

ADR。比如，现在很多签订的合同都会明确写上，如果发生争端，适用

调解或仲裁条款。

第三方介入的优点和缺点

无论第三方的介入是契约干预还是紧急干预，都可能会深刻地改

变争议双方的交往。多数情况下，这种改变有益。第三方的出现会使

升级中的冲突至少暂时偏离破坏路径。但是第三方干预也会出现问

题。如果在一项冲突中，争议双方已经在解决冲突方面取得了有效的

进展，那么第三方介入就可能造成严重的损失，破坏双方朝着协定方

向迈进的动力。实际上，研究表明第三方干预，尤其是那些积极且带

有强制性的干预，在争议双方已经朝着冲突解决方向努力的情况下，



会适得其反（Hiltrop， 1985， 1989；Lim & Carnevale， 1990；

Zubek et al.， 1992）。比如，研究发现在离婚案件的调解中，当夫

妻俩已经开始建设性地对话时，调解者的积极干预反而有害

（Donohue， 1989）。

还有一个更为普遍的观点，即第三方介入并非灵丹妙药，相反它

是一剂猛药，会带来不利的副作用，因而第三方介入冲突时，要小心

翼翼，并且只能在万不得已时才能使用。只有冲突双方都需要第三方

介入时，介入的效果才可能最好。第三方介入只有帮助冲突双方找到

解决方案，使他们相互间形成良好的工作关系，进而使干预变得没有

必要，才算大功告成。

第三方进入冲突的方式和原因

同意第三方的进入

第三方有时会应争议方的邀请介入一项冲突。比如，在如何处罚

一名制造麻烦的工人这一问题上，发生争议的劳工方和管理方通常会

同意，由一名仲裁员来裁决[44]。有时，第三方会主动介入冲突，而

争议双方也表示同意。

冲突双方为何同意第三方介入争议？这里我们要注意4个条件。第

1个条件是冲突双方都想走出冲突。用第9章的话来说，双方都处于一

种僵持状态，或者他们当前的冲突战术没有效果，或者要付出太大的

代价或冒太高的风险。第2个条件也在第9章提及，即冲突双方对于冲

突的和平解决持乐观主义的态度——认为他们的立场相去并不远，对

方并非不可理喻，并且/或者第三方具有良好的声望。第3个条件是，

文化规范推动双方寻求第三方干预。与美国等西方个人主义文化相



比，这些规范在中国这样的集体主义文化中更为盛行（Gire &

Carment， 1993；Tinsley， 1998）。

第4个条件至关重要，即他们对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冲突失去了信

心。大部分个人主义者都有自主需要（autonomy need），冲突不很激

烈时，他们一般不愿意接纳第三方干预。然而，如果冲突非常激烈，

自主需要可能会被更强烈的僵局感以及逃离冲突的愿望淹没，这就促

使争议双方与第三方携手合作。

强加的第三方

第三方干预并不总是两厢情愿。第三方有时会强行进入争议，而

争议双方并不情愿。比如，母亲往往会干预子女之间的冲突。有时，

第三方是在冲突所在社区的强压下介入冲突的，也就是说，社区指定

一些人帮助解决冲突。在美国，法律往往会让第三方强行加入，许多

州都通过了强制性调解法规（Winston，1996）。强加第三方的动机往

往是自我保护，因为冲突往往会扰乱或者威胁第三方或那些派遣第三

方的社区。

我们以纽约州的公共雇员关系委员会（Public Employee

Relations Board）为例。该委员会规定了一系列程序，以处理警察和

消防队员之间的谈判僵局。按照程序，该委员会先派遣一名调解员，

协助双方寻求一项双边都能接受的协定。如果调解不成功，再派遣一

名事实调查员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调查，并提出一项建议性裁决

[45]。如果事实调查仍未形成一项协定，那么这项争端就必须呈交给

一名仲裁员，由他/她来宣布一项有约束力的裁决。显然，此案中对社

区的保护是干预的动机。想象一下，如果你所在社区的警察和消防队

员都罢工，那么将会发生什么可怕的后果！



第三方或者派遣他们的社区必须握有权力，才能将自身的服务强

加于那些本不情愿的争议者们。

第三方动机

什么动机使得第三方介入一项冲突？对于那些本身工作就是第三

方的人而言，比如法官和专业调解员，这个问题不难回答。然而，在

紧急干预这一类型中，那些自愿介入冲突的第三方的动机又是什么？

为何他们会介入这样一个既花费时间又徒增烦恼，甚至可能危险的任

务呢？

这一问题主要有3种答案（Bercovitch， 2002b；Touval &

Zartman， 1985；Wall et al.， 2001）。一是冲突可能威胁到他们

自己、群体其他成员或他们喜爱之人（可能包括争议一方或双方）的

福祉。因此，母亲介入孩子争斗的原因可能是，孩子的吵闹声让她们

感到心烦，同时担心孩子的安全。第2种答案就是，往往存在这样一种

文化规范，推动第三方——尤其是那些地位很高的人——干预一项冲

突。在集体主义文化中，这种规范的力量特别强大。因此，中国和韩

国公司中的管理者往往遵循这样一种文化规范：地位较高的人应该干

预下属间发生的争议（Jia， 2002；Tinsley & Brett， 2001）。最

后一种答案是，第三方有时为了报答友情，或者讨好争议一方或双方

以及希望看到冲突解决的社区重要人物（Touval & Zartman，

1985）。

调解

调解指第三方协助进行谈判，以帮助冲突双方自愿达成协定

[46]。由于达成协定的方式通常是让步和问题解决，因而调解方要花

费大量时间促使争议双方降低期望值，并推动或采用问题解决策略。



调解者有很多方法扫平阻碍争议双方自行达成协定的大部分障碍。本

部分我们要提出这样一种观点，即调解者可以做好三项基础工作，以

实施有效干预：改善争议的自然和社会结构，改变争议的问题结构，

以及推动冲突双方走向冲突解决。

自然和社会结构的改善

调解者如果想将争议导向引往冲突解决方向，有很多方法可以改

善冲突的自然和/或社会结构。调解者可以操控冲突双方对话场所的开

放性和中立性，保持对话的秘密性，以及周密安排双方的联络与沟

通，从而改善冲突的自然结构和社会结构。

从事自然和社会结构改善的调解者可以视为斡旋者。冲突不激烈

时，斡旋就足以解决冲突。

场所的中立性　系统地改变场所的中立性是一种有用的战术。谈

判地点放在中立场所——不是任何一方的主场——往往有优势。这样

做有助于第三方控制旁观者靠近，而且还能阻止任何一方利用谈判地

点获得战术优势。谈判场所的重要性已经得到研究结果的支持：在争

议一方领地内进行的国际调解，比在中立场所进行的调解成功率更低

（Bercovitch， 2002a， b）。不过，如果谈判一方比另一方弱小很

多，第三方要在工作上取得成效，就可以刻意将讨论地点安排在力量

较弱一方的主场，从而很好地抵消双方力量的不均衡。

场所的开放性　有效的调解者可以系统地改变冲突双方讨论场所

的开放性，使双方朝着协定的方向努力。开放场所指一个能为各类旁

观者——包括冲突双方群体成员和媒体——轻易观察并施加影响的场

所。而封闭场所的特点就是私密性，也就是说，这种场所能限制部分

外部观察者接近讨论现场。



有效的调解者会正确地建议，冲突双方早期所有的讨论都要在封

闭式场所进行。这部分是因为开放的地点容易招致外部人员的干扰，

并会促使双方更加强硬。如果谈判时有旁观者（包括媒体），争议双

方就可能会大幅度夸大他们原本想要呈现给对方的强者或弱者形象。

因此，如果条件尚未成熟就选用开放场所，就很容易促使双方变得强

硬而倔强，斤斤计较，讨价还价，更难达成协定。封闭场所还能促进

双方非正式的人际交往，这样做有利于在冲突一方心中树立对方的积

极形象，并促使双方联合解决问题。

矛盾的是，在将要或已经达成协议时，也就是说，讨论进行到晚

些时候，公开双方讨论的场所非常明智。因为这时外部观察者的出现

可能会让双方忠于协定，不再反悔。

1978年，以色列和埃及举行了戴维营谈判（参见第1章第6页），

美国总统卡特显然几乎在方方面面都参与了前期分析。在13天的谈判

期间，卡特总统特意让以色列总理贝京和埃及总统萨达特淡出了公众

视线。当时公众唯一知晓的事情是，贝京在晚上观看了电视节目，而

萨达特则在树林里的某间小木屋里享受美好的夜晚。直到会谈快要结

束时，双方原则上已达成一项协定，他们才出现在公众面前。在谈判

的最后时刻，他们出现在白宫的草坪上，在世界人民的亲眼目睹下签

署了多份文件。

场所的秘密性　如果私人空间能提供保护，免遭外界干扰，那么

秘密场所的保护作用更大。实际上，如果冲突一方或双方的后方有一

些极端分子，这些人一旦知道双方要对话，就会百般阻挠，那么秘密

地进行谈判或者调解就至关重要。双方的领导者会这样推断：如果双

方达成协定，那么对方就会做出足以令极端分子安静下来的退让行

动；如果未达成协定，那么自己可以拒不承认对话——否认这些对话

发生过，或者宣布这些对话并未获得授权——因而可以粉碎满腹狐疑



的极端分子的根基。秘密性也使冲突各方面对对方敌意行动时，有可

能发起并继续对话。

1993年的奥斯陆对话就是例证，它导致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建

立。在挪威调解方的主持下，这一系列会议得以在挪威的一个偏远场

所举行。为了不引起外界的注意，以色列和巴解组织突尼斯总部的代

表，迂回曲折地进入了挪威。奥斯陆对话的秘密性之所以重要，是因

为当时在以色列和巴解组织中，到处都有强硬人物，将与对方代表的

会谈视为叛国行为。以色列和非巴解组织的巴勒斯坦人本打算同期在

华盛顿举行公开谈判。1992年12月，以色列将415名哈马斯极端分子驱

逐出境，于是巴勒斯坦人决定停止谈判。相比之下，秘密进行的奥斯

陆对话“在这一期间得以平静地启动并延续”（Pruitt， 1997：

246）。

秘密性也有一个缺点。如果冲突双方达成了一项实质协定，那么

一方或双方阵营中被排除在外的人可能会变成“破坏者”，暗中破坏

这项协定（Kriesberg，1998）。奥斯陆对话之后，以色列就发生了此

类事件，出现了大量针对奥斯陆协定的尖锐批判，最后以一名右翼极

端分子暗杀以色列总理拉宾达到顶点。某些情况下，在秘密考察了可

能达成的协定之后，如果能将潜在的破坏者拉入谈判或批准协定的过

程，就有可能解决这一问题。

联络和沟通　乍看上去，似乎调解者总应鼓励争议双方直接联

络。冲突双方是否有比公开宣布他们的差异更好的办法来解决冲突？

然而，正如第9章所述，研究结果并不完全支持直接联络这一建议。只

有敌意较弱，或者冲突双方达成协定的动机很强，直接联络才有积极

作用，而如果冲突非常剧烈或者严重升级，直接联络只会适得其反。

这样，直接联络可能会引发愤怒，相互羞辱，使得一冲突局面雪上加

霜（Rubin， 1980）。此种情形，我们应明智地建议调解者，避免冲



突双方的直接联络，除非直接联络能达成共识，看上去能改善而非恶

化现有状况。

不适合直接联络时，调解者可以与冲突各方分别会面，在他们之

间来回穿梭，由此来控制他们之间的相互沟通。这类会议称为核心会

议（caucusing）。冲突双方如果充满敌意，而且还没有联合起来解决

问题，核心会议是调解者所倚重的战术（Welton et al.， 1992）。

通过核心会议，调解者能洞悉冲突一方潜藏的利益点和关注点，而这

些信息在另一方在场时无法获得。此外，调解者也常常会在此类会议

中分别同冲突各方进行联合式问题解决（Welton et al.，1988，

1992）。“在核心会议中，争议方往往不易发怒，而且也较少有戒备

心理，因而也就更加灵活和具有创造性（Pruitt， 1995：319）。”

通过改善冲突双方在对方心目中的形象，以及推动双方进行沟

通，调解者还能促进协定的签署（Kriesberg， 1998）。在奥斯陆对

话中，挪威作为第三方，为双方代表安排了共同的生活条件和娱乐活

动，这有助于双方友好相处，而且能让冲突双方将对方视为正常的个

体，而非可恶的外群体代表。第三方分别向冲突双方解释对方的观

点，使双方更容易达成整合式协定。而当对话濒临破裂时，第三方又

会私下里会见双方，解释对方的行为，并鼓舞达成最终协定的信心。

此外，在正式会议之余，他们还在双方代表之间传递信息（Pruitt，

1997）。

问题的修改和选择性结构

饱受冲突升级之苦的人往往会忽略引发争斗的问题。零和思维以

及由此而生的创造力匮乏，剥夺了他们凭自己的力量走出困境的机

会。准此而论，调解者的有效介入能发挥一定作用，因为调节者能协

助争议双方识别问题和选择方案，用更加富有成效的术语来重塑问



题，协助争议双方朝着协定方向排列问题，以及提出争议双方自身无

法找到的新的选择方案。

问题的识别、重塑和排序　研究表明，调解者最大的作用是，帮

助冲突双方识别冲突存在的若干问题（Carnevale et al.， 1989；

Hiltrop， 1989）。由于冲突升级往往具有认知歪曲的显著特点，对

另一方以及所谈论的问题知觉错误。因此，如果冲突双方掌握了彼此

追求目标的精确信息，就能朝着协定的方向迈进。在这一问题上，我

们可以采用一种实用的战术，即探索双方的利益树（如图10.1所

示），找到能与另一方潜在利益一致的利益点。

不幸的是，识别问题的过程中也会发生一些问题。如果争议双方

在根本利益上存在矛盾，或者坚持贬损对方，调解者就必须非常小

心，不要让某些特定问题涌现出来——以免发生不可预计的突发后

果。挖掘双方对立价值观之下的问题，往往会使双方的立场更加强

硬，并会滋生敌对行为。

调解者还能重塑问题，让问题体现冲突双方的利益，进而推动问

题的解决。调解者能采用第10章提及的5种整合式方案（比如做大蛋

糕），重塑问题。此时，调解者应鼓励双方考虑每种新框架下可能出

现的新想法。

调解者还可以探究图10.2所展示的问题的含义，找到它们之间的

微妙差别（如到底是实质问题还是表面问题等）。他们能打破这些问

题彼此的关联，以便单独讨论这些问题。比如，将协定的实质问题与

执行方式的讨论分离开来。他们能控制议程，因而能控制讨论问题的

秩序，也就是说，将双方能相互交换利益的项目集中在一起，写进双

方能相互合作的协定之中（Hopmann，1996）。他们能找出必须首先解

决的大问题，从而创建整体方案。一旦该方案得到了双方认可，细节

问题可以在后期解决。他们也能识别出那些可能阻碍协定的问题，并



且探究这些问题能否加入随后的谈判。他们还能将冲突双方提出的可

能阻碍协定的原则性问题彻底从谈判桌上移除，集中讨论可以解决的

更具体的冲突问题。

调解者有时能找到一些建设性的领域，在这一领域中，争议双方

有着共同的利益，因而有助于他们超越现实冲突，实现高端目标。正

如第9章所述，高端目标能将充满敌意的争斗转变为合作机会（Sherif

et al.， 1961；Sherif & Sherif， 1969）。比如，虽然中东冲突持

续了若干年，并且明显处在激烈争斗的阵痛中，但他们在若干关注点

上仍然一致，而这些关注点——包括恶劣的气候、干旱、共同的经济

模式及许多共同的敌人——在本质上具有潜在的高端目标特征。某种

程度上，娴熟的调解者至少能帮助双方为部分持续的冲突搭建桥梁，

让双方一起为某些共同的目标而努力，而这些目标可以促成双方的合

作。

调解者通常会控制会议议程，即按照何种顺序讨论问题。我们在

第10章（第249~250页）探讨了建构议程的指导方针。

创建新的选择方案　如果争议双方能静下心来，思索如何解决身

边发生的冲突，那当然再好不过了。他们非常了解自己所在的环境，

如果冲突解决方案并非调解者设定，而是冲突各方自行商定，他们往

往会更努力地实施解决方案。不过，如果他们固守最初的立场，或者

太情绪化根本无法进行创造性思维，调解者就必须为他们设计新的解

决方案。调解者的优势在于，可以站在双方中间的角度来处理问题，

因而往往较少偏见，更少发生知觉上的扭曲，因而也会更灵活、更有

创造力。

有些调解方倾向于一开始就提出一项方案，以所谓的“单一文

本”程序进行。他们先会晤争议双方，以便掌握双方潜在的目标和利

益点，之后就会提出连接双方利益点的新方案，让双方对此进行评



价。再后，基于争议双方的反馈，对这一方案进行修改，之后再展示

给双方。这样一种循环会一直持续到双方达成协定，或者方案已经不

可能再修改，而必须要求争议双方拍板才停止。按照费歇等研究者

（Fisher et al.， 1991）的说法，在调解以色列和埃及的戴维营对

话中，美国总统卡特就成功地应用了这一方法。

调解者有时会采纳一项由冲突一方在核心会议中提出的方案，并

当作调解者自己的提案呈现给双方。这看上去有些怪异，但有两个重

要作用。一是能抵消反应性贬值（reactive devaluation），即谈判

双方通常都会对对方提出的任何方案大打折扣（Ross & Stillinger，

1991）。出现反应性贬值的原因是，谈判方往往持有零和观点，认为

有利于另一方的提案必然不利于己。二是有助于冲突双方避免形象损

失——亦即如果接受另一方提出的方案，那么自己的强硬形象就会受

到挑战。

调解者宣称自己为方案的设计者，能将让步的责任从争议者的肩

上，转移到自己肩上。双方先前都不愿意让步，唯恐让步会被对方视

为软弱的表现，致使对方得寸进尺，而如果现在知道让步是由调解者

提出的，争议方就能心安理得地做出让步（Pruitt & Johnson，

1970）。现在，冲突一方就能对己方群体成员和另一方说，自己并非

被迫做出让步，而是秉持公正的态度，与调解者一道合理地解决冲

突。

回避承诺　新选择方案可以回避那些阻碍冲突解决进程的承诺。

正如第8章所述，深陷在冲突中的人可能会发现，自己已经执着于某个

行动方案，但私底下这样做并无任何意义，但又欲罢不能。娴熟的调

解者可以提出一项方案，使争议方能回避承诺，来帮助他们逃离这种

越陷越深的行为模式。实现这一目的的方法有3种。一是将一个概念拆

分成两个或两个以上共存的子概念。比如，德克萨斯州准备加入美利



坚合众国时，曾经承诺过要保留一支海军——但这项承诺与加盟州所

应有的地位矛盾。最后，将海军这一概念一分为二，即海军人员与海

军舰队，成功地回避了该州的承诺。允许德克萨斯州保留它想要的海

军人员，但并未保留海军舰队！

回避承诺的第2种方法是，给客体或事件重贴标签，使之不再属于

承诺的范围。1991年，美国并未要求以色列与巴解组织成员会面，而

是举行了马德里会议，鼓励以色列与一个纯粹的“巴勒斯坦人”实体

进行初步讨论。这就保全了以色列的颜面，得以与一个并未承认以色

列国家主权的群体发言人会面。

最后，调解者还能借助于“分歧协定”回避承诺。美国和苏联过

去似乎认可了彼此在古巴国家安全问题上的分歧，因此两国才能在其

他问题上进行合作。认可分歧的存在能让争议双方将分歧领域单独划

分出去，而在余下的其他领域内进行合作和对话，从而回避了自己先

前对争斗的承诺。

增加争议方达成协定的动机

调解效果取决于调解者让争议双方摆脱僵局的能力，并朝着让步

和问题解决的方向前进。调解者有时会去鞭策争议双方这样去做，但

如果争议双方本身就有寻求和平解决冲突的动机，那么情况会好很

多。只有这样，双方达成的协定才更易持续。调解者如何才能劝说争

议双方朝着解决冲突的方向迈进？答案必然包括5种基本战术：促使双

方认识僵局、鼓励乐观主义精神、鼓励让步、平复情感以及强加时

限。

促使双方认识僵局　如第9章所述，在严重升级的冲突中，争议

双方往往会认识到，在接受调解之前他们处于僵局之中。冲突一方之

所以接受调解，是因为其运用的争斗之术，在可以接受的代价或风险



之内，并不能取得胜利。强势的第三方——即能控制冲突一方结果的

人——有时能制造出一种僵局，使冲突一方无法继续敌对行动或者必

须付出高昂的代价。比如，1973年，中东战争快要结束时，当时以色

列包围了埃及第三军，而同时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禁止以色列发动进攻

——因为美国是以色列的主要外援，如果以色列发动进攻，美国可以

让它蒙受极大的风险。结果，以色列和埃及陷入了僵持状态，进而导

致和谈对话，并最终签订了和平条约。类似地，父母往往会干预孩子

们的争斗，不让他们大喊大叫或互相打斗，然后鼓励他们努力寻求解

决方案。

大部分调解者并不具有美国国务卿或者父母对子女一般的权力。

因此，他们退而求其次，试图说服冲突双方承认他们陷入了僵局——

他们并没有紧握胜券的把握，理应有向对方让步的心理准备。如果调

解者能搜集足够的证据支持这一论点，那么劝说更可能成功。

鼓励乐观主义精神　乐观主义精神是促使争议双方开启对话并积

极沟通的另一个动机因素。调解者可以建立冲突双方彼此的信任感，

敦促他们相信彼此有很多共同之处，适得其所地鼓励乐观主义精神。

对于那些受到激励采用问题解决策略的争议方，他们彼此必须要

建立些许的信任感，否则他们就会过于担心形象损失、立场损失和信

息损失而无法继续。比如，研究发现，配偶一方对另一方持有的信任

水平，能准确地预测双方能否共同进行问题解决（Indvik &

Fitzpatrick， 1982）。

调解者增加冲突一方对另一方的信任感的方法很多。在与冲突一

方举行的核心会议上，他们能正面谈论另一方，调解者能呈现证明另

一方良好意愿的证据。调解者能在淡化双方分歧和冲突的同时，指出

他们共同的利益点。调解者能推动另一方采取单方的和解行动，不论

多么微小，都能营造出有形的证据，证明该方愿意放弃某些事物，忠



于和解进程。另一方做出此类让步后，调解者还可以建议冲突一方投

桃报李，做出回应性的让步，以此奖励先让步的冲突方。[47]

调解者也可以将冲突双方对信任的需要降到最低。他们能协调双

方的让步过程，让双方同时让步，并不依赖于另一方将会回报的誓

约。他们也可以请愿保证或监督最后协定的遵守。

冲突方对调解者的信任，一定程度上能代替对敌对方的信任

（Coleman，1997）。此外，如果争议双方的背景差别极大（比如教师

与学生，中国人与阿拉伯人），可以通过共同调解（co-mediation）

建立对调解者的信任。共同调解指两名背景分别与争议双方背景相符

的调解方，组成团队共同工作。共同调解不但能增加信任感，而且还

能让双方更好地相互了解，也能向对方做出更有效的解释。

一定程度上信任是有用的，但是继续谈判或调解的动机，最终取

决于相信存在解决冲突的共同基础——协定的达成指日可待。最绝望

或无望的事情是，冲突一方感到，自己将徒劳无功，或者大部分和解

努力达成协定的希望渺茫。调解者能营造出这样一种感觉，即只要在

谈判时启动和保持动力，那么就有可能达成协定。为此，调解者可以

让争议双方达成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小协定，形成链式结构。

鼓励让步　在核心会议上，调解者往往会指出，冲突一方的期望

值过高，应该适度降低。他们可能会声称，另一方将永远不会接受冲

突一方的方案，因而该方案无法实施。他们或许也会指出，局势正在

恶化，冲突一方必须及早让步。

握有权力的调解者还可以采用威胁和妥协、奖励和惩罚等办法引

发退让行为（Touval & Zartman， 1985）。这些战术可以称为强力调

解（Straus， 1981）[48]。强势调解者往往可以利用舆论，及时公布

讨论进度，借助媒体的力量，为解决冲突施加压力。因此，调解者能



大肆宣扬公众的肯定，奖励冲突一方的让步行为，或者借助审慎的公

众批评，惩罚其不妥协的行为（Wall， 1979）。所有称职的调解者都

知道应该适时释放媒体的力量。

还有一种选择，强势调解者能鼓动其他的第三方——比如争议一

方或双方的盟友——对争议方施加压力，使其退让。在津巴布韦的独

立运动中，英国调解者就采用了这一做法（Stedman， 1991）。克劳

克等研究者（Croker et al.，1999）认为，对付第三方群体的联合就

像“驯猫”[49]一样。

如果调解者经济实力雄厚，有时就可以补偿冲突一方或双方的退

让行为，从而圆满地完成一项谈判。在戴维营对话中，美国在埃及和

以色列之间所扮演的调解者角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为了换取冲突

各方在这一对话进程中的灵活性，美国承诺将继续提供军事和经济援

助。用这种方式将蛋糕做大，使零和游戏转变为双赢游戏。

不过，调解者提出或者暗示补偿也存在风险。第三方资源的注入

可能会导致勒索行为。正如哈里斯和卡内瓦莱（ Harris &

Carnevale， 1990）所发现的，如果争议双方意识到，调解者能补偿

他们的让步行为，就可能会做出较少的退让，并传递更多的争斗信

息，从而要求第三方补偿。争议双方会逐渐认为，调解者非常渴望双

方达成协定，因此能威胁调解者提供更多的援助。

平复情感　处在升级状态中的争斗一般会带来诸如愤怒、憎恨和

沮丧等强烈的情感体验。这些情感可以激励冲突双方努力解决他们的

问题，帮助他们弄清楚哪些问题需要优先考虑，从而对谈判做出积极

的贡献。不过，这些情感也会让冲突各方严防死守僵化的立场，并引

发严重的争斗，因而往往会妨碍冲突的解决。



情感有时能反映冲突各方根深蒂固的关注点，而这些关注点并不

能轻易地抹杀。如此看来，调解者在阻止冲突一方强烈情感表现的同

时，还要帮助该方识别己方和另一方的情感，饱含同情心而又脚踏实

地、不带惩罚之心地处理这些情感。帮助冲突一方理解另一方高涨的

情感，往往会有助于让这些情感冷却下来（Bies， 1989， Weiner et

al.， 1987）。

有时情感就像 “热蒸汽”一样。“热蒸汽”排掉之后，冲突各方

就能更有效地工作，朝着解决差异的方向迈进（Russell & Drees，

1989）。争议双方宣泄自己的情感时，调解者要仔细并带有共情地聆

听（同时小心不要支持任何一方的控诉）。单是这种积极聆听就能帮

助冲突双方冷静下来。我们来看一个故事，故事的主角是纽约中学的

一名高中女生，她参加了学校的调解项目（Davis，1986：289）：

作为争议一方，我来到了调解会。对方是四个女孩。我想：“谁

想要这个呢？我来这儿干什么？”我只是想挥拳将这些女孩打出去。

我推测调解者会告诉我些什么，我必须做些什么。但是调解者却没

有。她并没有将我拖出去，而只是听我诉说。能将所有的心里话都说

出来，感觉真好：说出来之后，我再也不想发脾气了。

调解者还有最后一种重要的方法，即适时地加入些幽默，来帮助

争议者掌控愤怒情感。在争议方显露出愤怒情感时，幽默有助于营造

良好的氛围。这样，争议双方更愿意达成协定。正如第3章所述，愉快

的心境能推动一方真诚地关注另一方，而这种关注能减少报复行为

（Baron， 1984， 1990；Baron & Ball，1974），鼓励退让行为

（OQuin & Aronoff， 1981），并推动创造性的问题解决行为

（ Carnevale & Isen ，  1986；Hollingshead & Carnevale ，

1990）。幽默也有使冲突各方更愿意信任调解者（Kressel，



1972）。很多专业的调解者在平息敌对氛围和迈向协定时，都十分重

视幽默的效果（Kressel & Pruitt， 1989）。

强加时限　第三方有时能单方面建议或强制实施最后期限，来推

动双方采取行动。争论双方面临时间限制时，如果协定不能按时完

成，迫于压力必须认真对待可能付出的代价。这会使他们更可能达成

协议。卡特总统强加给贝京和萨达特的戴维营对话结束的最后时限，

就是此种时间限制效果的例证。卡特表示，如果双方不能在某一确定

的日期前达成协议，他将被迫放弃调解，转而在华盛顿采取其他施压

行动。此后不久双方就达成了协定。

调解者务必小心，不要在谈判中过早行动。冲突双方需要时间来

降低自己的期望值，或形成创造性思维，这是提出整合式解决方案所

必需的（Carnevale & Lawler， 1986；Yukl et al.， 1976）。因

此，我们给第三方最好的建议是，在解决方案已经成形或者提出之

前，必须耐心等待，只有解决方案已有眉目，才能强加最后时限。这

样明智而审慎地确定最后期限，可以鼓舞冲突双方完成议程，而不是

无休无止地等待对方先采取行动。卡特在戴维营的调解就遵循了此项

原则，在协定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之后，他才宣布最后期限。

调解的效果

社区调解的研究已找到了大量成功的证据（Kressel & Pruitt，

1989）。在这些案例中，争议方的满意度通常很高，协定往往能达

成，而遵从率也颇为引人注目。有项研究发现，与法官判定的索赔案

件相比，小额索赔案件由调解确定的费用更可能获得支付（McEwen &

Maiman， 1989）。研究者认为，这一出人意料的结果可能有3个原

因：采用调解的索赔案支付的费用更低；调解更频繁地采用分期付款

方式；调解之协议往往出自双方自愿，而判决之协议则会强制执行。



许多研究表明，以下情形调解更可能获得成功：冲突升级的程度

中等而不过高；冲突双方具有达成协定的动机；资源丰富；未涉及原

则性问题；冲突双方势均力敌；双方内部不存在严重的不和（Kressel

& Pruitt， 1989）[50]。所有这些并不奇怪，因为它们都是没有调解

的谈判取得成功的条件。这两个过程的差别不过是，经由调解的（调

解并非“灵丹妙药”）谈判要比未经调解的谈判更为有效。

有研究揭示调解者的某些行为和特点，使调解特别可能获得成

功。在两项研究中，调解者促进沟通和解释另一方立场的行为，均获

得了很高的评分（Hiltrop， 1989；Pearson & Thoennes， 1982）。

在其他几项研究中，调解者阐明问题并且规划议程的行为格外重要

（Kressel & Pruitt， 1989）。然而，当冲突变得激烈之时，调解者

除了要采用促进性策略，还要采用那些将压力加诸于争议者的指令性

策略（Donohue， 1989；Hiltrop， 1989）。针对国际调解的研究

（Bercovitch， 2002a， b）表明，与那些被视为局外人且地位较低

的调解者相比，那些身处高位以及与争议方有共同认同的调解者更有

可能获得成功。此外，与那些只受到争议一方的邀请，或者自己主动

介入争端的调解者相比，那些应争议双方之邀进行干预的国际调解者

更容易获得成功。这些研究结果在国内争端的调解中也很好地得到了

证实。

调解者偏见　如果争议双方认为调解者公正无私，不偏袒任何一

方，调解就更可能成功。如果争议双方认为调解者对他们抱有偏见，

他们就更不愿意接受调解（Welton & Pruitt， 1987），也更不可能

遵守调解协定（Pruitt et al.， 1993）。然而，从调解效果来看，

不偏不倚并非硬性要求——并且幸亏如此，因为第三方实际上不可能

做到完全的不偏不倚。



正如费歇（Fisher， 1981）所言，置身冲突的人往往期待第三方

成为铁面无私的“包青天”，但实际上，这种单纯的、不带情感的而

且公正无私的个体几乎不存在。事实上，在紧急干预中，第三方几乎

总会与争议双方的某方关系更近。如果调解者与必须做出更大退让以

达成协定的争议一方的关系更好，这种偏袒甚至可能更有助于达成协

定（Faure， 1989；Kressel， 1972）。通常争议双方主要关注调解

者能否给予他们想要的东西，因此如果偏袒的第三方能“交出另一

方”的利益，就会为他们很好地接纳（Touval & Zartman， 1989）。

霍普曼（Hopmann， 1996：226）举了以下例子：

1973年中东战争之后，虽然外界普遍认为，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是

以色列的坚定支持者，但发现基辛格能成为一名同时为以色列与埃

及、叙利亚接受的调解者。仅亲近以色列这一事实，就能使他要求以

色列做出让步，而且没有任何人能代替基辛格。而且调解的过程中，

他无需担心以色列会认为，他会出卖以色列的根本利益。

此外，为了平衡冲突双方力量的悬殊，调解者往往会支持弱势一

方。调解者在推动争论双方达成协议之前，可能要让他们觉得双方势

均力敌。这样双方才会将冲突现状视为僵局，促使双方采用问题解决

战术，包括与第三方合作。有鉴于此，面对力量悬殊的冲突局面，调

解者往往会站在弱势方一边。为了给联合的问题解决创建更理想的条

件，调解者可以建议将谈判地点安排在弱势一方的主场，甚或支持弱

势方的利益和立场。

第三方干预的其他形式

最常见的第三方行为就是调解。但还有其他形式，而且越来越

多。这里我们将讨论第三方行为最常见的若干形式。

中介



中介方（也称 “中间人”）指那些穿梭于争议双方之间的第三

方。他们与调解者类似，因为他们要协助争议双方自己达成协定，而

不是强制实施裁决。然而，他们自始至终几乎都以核心会议的方式工

作[51]。

如果冲突双方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进行对话，或者受到社会阻力

的分隔，就需要中间人。因此，在1973年中东战争爆发之后冲突解决

的早期，基辛格就作为埃及和以色列的中间人，往返于开罗和特拉维

夫之间。基辛格推动双方解决冲突，但双方却不愿碰面，因而都通过

基辛格来进行对话。

通过中间人进行对话也避免了争议双方间的正面对抗，因而避免

了双方关系的潜在摩擦。盖尔芬德等（Gelfand et al.， 2001）研究

发现，在那些强调人际和谐的文化中，比如日本，人们频繁地使用间

接渠道解决冲突。

冲突双方的关系极为糟糕时，可能会出现中介方两两相连的链式

结构。比如，1998年《北爱尔兰和平协定》得以签署的正式谈判之所

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先前数年进行了非正式的链式沟通。沟通链条以

新芬党（主要以北爱尔兰天主教派爱尔兰共和军为主体的政治派别）

的格里·亚当斯（Gerry Adams）为起点，到社会民主及劳工党（北爱

尔兰一个温和的天主教党派）的约翰·休谟（John Hume），再到爱尔

兰政府成员，最后到英国政府成员（Pruitt， 2000b）。在越南战争

即将结束之际，也出现了一个沟通链，该链条的起点是美国政府，穿

过英国官方，再穿过东欧官员，最后到达越南政府（Kraslow &

Loory，1968）。

沟通链条之所以能发挥作用，是因为链条上所有相邻双方的关

系，都要好于链条两端冲突双方的关系。在各点之间的相邻双方，更



加友好，更为了解彼此，更愿意相互帮助。亚当斯能有效地与休谟打

交道，是因为他们都是北爱尔兰天主教徒；休谟能有效地同爱尔兰总

理打交道，是因为他们同属温和派爱尔兰人，而爱尔兰总理能有效地

同英国总理打交道，是因为他们都是友好相处的国家的领导人。然

而，亚当斯无法有效地同英国总理打交道，即便在政治上可行，这是

因为他们之间差异实在太大。理论上由三方中间人组成链条也可能存

在，但我们还没有找到这样的实例。

并非所有的中间人都是第三方。在组织（包括国家）谈判中，我

们往往能在冲突双方内部找到中间人的沟通链。当任意一方的谈判者

相互开始交谈时，这些链条就相互连接在一起。比如，在教师工会和

学校董事会的典型谈判中，教师们和他们的工会主席洽谈，工会主席

和工会谈判代表洽谈，工会谈判代表和校董会谈判代表洽谈，而校董

会谈判代表和校董会成员洽谈（Pruitt& Carnevale， 1993）。在教

师和校董会成员之间的所有各方都是中间人，他们的工作就是调和那

些存在于他们左右两边对应方的差异。（因此，校董会谈判代表的工

作就是调和校董会主席与工会谈判代表的要求和观点。）本书的第一

作者（Pruitt， 1994）已经提出了这种中介链接的理论。该理论的基

本假设是，两个组织谈判所达成的协定质量，取决于链条上连接双方

组织的所有中间人关系的整体质量[52]。

仲裁

进行仲裁的第三方必须得到冲突双方的认可。仲裁时先要举办听

证会，冲突双方分别陈述自己的主张和支持证据，之后再由仲裁员对

案件中的问题进行裁决。在传统性仲裁（又称为约束性仲裁）中，这

一裁决对双方都有约束力，而在建议性仲裁中，这一裁决具有选择

性，冲突双方必须就是否接受裁决进行磋商。



如果已经有一套游戏规则，而问题只是如何诠释这套规则，那么

最常用的冲突解决方式就是仲裁。因此，在产业关系中，仲裁通常用

来决定那些合同已经谈妥之后出现的争议；比如，因合同是否允许解

雇或让某位雇员下岗而引发的争论。如果冲突涉及合同本身的磋商，

调解是更为常见的解决方式。

涉及公职人员——即他们的服务能拯救人们的生命和财产，比如

警察和消防员——的纠纷，并不适用建议性仲裁。由于这些职员举行

的罢工会给社区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因此如果调解并没有解决因新的

合同而发生的争端，那么许多州（就像前文提及的纽约州）就会强行

实施传统型仲裁。这样做的优点是，仲裁者的决定具有约束力，因而

公职人员的罢工都是违法的[53]。此外，对即将要进行仲裁的预期

——意味着争议双方手中的控制权会被强行夺走——会刺激争议双方

自行达成协定。

传统性仲裁　传统性仲裁具有约束力，在谈判和调解上具有两个

优点。优点之一是总能做出一项决定。我们并不确定冲突双方是否会

遵从仲裁员的裁定，但通常他们都会遵从，因为他们已经同意仲裁，

而且仲裁结果又相当于他们之间签订的新合同。另一个优点是，仲裁

往往很快就能完成——先是举行听证会，之后仲裁员就宣布裁决；没

有必要等待冲突双方来下决心。仲裁的主要缺点是，它很少会形成一

项整合式协定，因为仲裁者往往并不了解冲突双方的利益点，并且会

倾向于采用简单的方案，比如折中方案。

建议性仲裁　建议性仲裁可能看上去比较怪异——为何雇佣只给

出看法的第三方？然而，这种方法具有其自身的价值，因为它提供了

公平何在的判断，并因此为进一步讨论提供了焦点。仲裁员做出裁定

之后，冲突双方必须重新开始谈判。由于任何一方的退让幅度都不可

能大于仲裁员的裁定，这项裁定就往往会被放大，成为唯一可能的解



决方案，因此能加快达成协定的时间（Pruitt，1981）。如果仲裁之

后再举行法庭听证会，冲突双方就更有可能签订协定了，这是因为，

胜任的权威人物所做出的建议性仲裁，可能会被人视为非常类似法官

的裁决。如果冲突一方已经知道法官将如何判决，为何还要自寻烦

恼，劳神费力地去法庭呢[54]？

调解/仲裁　这种方式结合了调解和仲裁，如果争议双方通过调

解并未达成协定，那么就会强制实施约束性仲裁。调解/仲裁有两种形

式：调解/仲裁（同一人），即某人既是调解者又是仲裁员；调解/仲

裁（不同人），即调解者和仲裁员不是同一个人。与仅仅进行调解相

比，调解/仲裁有3个优点（Pruitt et al.， 1989）。一是，调解期

间可以推动争议双方主动达成协定，因为他们会担心，如果调解失

败，冲突必须靠仲裁来解决，他们将对最后的结果失去控制权。二

是，双方最终总能达成某项冲突解决方案。三是，这种方式使得争议

双方对调解者的建议更为关注，因而提高了调解者的地位。这种情况

只适用于调解/仲裁（同一人）形式。

前文我们曾描述过纽约州对警察和消防队员的冲突处理方法，这

是一种调解/仲裁形式，而这种形式也往往运用于社区调解。调解/仲

裁也用于很多非工业化的社会，以处理那些如果处置不当，就可能会

极化并破坏村庄、家庭或宗族的争议。就像格利佛（Gulliver，

1979）和梅利（Merry， 1989）所描述的，在这些社会中，某些社会

地位很高的个体获得了担当第三方的荣誉。冲突发生时，社区成员会

传召这些人，他们会与争议双方单独对话，或者在更大的群体环境下

沟通。如果争议双方愿意解决冲突，就会签订一项调解性协定；而如

果不愿意，第三方就往往会同社区的其他人员一道努力，为了社区和

谐这一利益点，强制实施冲突的解决方案。



研究表明，调解/仲裁要比单独进行调解更加有效（Kochan &

Jick，1978；McGillicuddy et al.， 1987）。在社区调解中心进行

的一项实地实验中，研究者麦格利卡迪将发生争议的个案分别放在3个

条件下：调解、调解/仲裁（同一人）及调解/仲裁（不同人）。结果

表明，调解/仲裁（同一人）的问题解决效果最好，其次是调解/仲裁

（不同人），而单靠调解的效果最差。

调解/仲裁也有缺点。这种方式可能会降低争议双方的满意度和忠

诚度，因为他们可能会觉得，自己受到强加的仲裁方式的威胁，才被

迫解决冲突。还有一个缺点是，调解/仲裁（同一人）形式的调解者，

拥有强制实施冲突解决方案的权力，因而在调解期间可能会变得非常

强势，以至于实际上从一开始就对这一冲突个案进行仲裁。这种做法

否定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争议双方原本能自己来处理争端，并可能

找到一种比仲裁员所提出的方案更具整合性的方案。

培训

如今，冲突管理和冲突解决方面的培训日益普遍。这些培训有些

是第三方众多工作内容的一部分，比如调解和关系疗法，有些则是单

独进行的。人们可以参加冲突管理的工作坊，或者能取得该领域的硕

士学位，甚或博士[55]。

培训总会涉及技能的培养，这些技能包括如下内容（Diamond，

1997；Novaco， 1975；Raider et al.， 2000）：

● 分析冲突。识别冲突发生的条件，阐明自己和另一方的利益

点，监测冲突螺旋和结构变化。

● 有效沟通。积极聆听，换位思考，清晰表达，及时反馈；



● 谈判和问题解决。营造一种合作氛围，分清问题的先后顺序并

重塑问题；提出创造性的问题解决方案；迈向协定；

● 应对愤怒和其他情感。监控自己的情感，通过情感的片段来思

考他人的做事方式，觉察和应对另一方的情感。

● 采取行动。创建冲突管理体系，管理和评价项目。

技能开发中的一部分内容涉及本书提到的概念学习，而另一部分

则涉及这种知识的具体应用——即在模拟的冲突情境下分析案例和角

色扮演。

当今美国，谈判培训显得特别重要。大部分管理学院都在MBA课程

中提供这种培训，使用鲁维奇等（Lewicki et al.，1998，2000）和

汤姆森（Thompson，2001）等学者撰写的教材。按照雷德（Raider，

1995）的报告，几乎有一半的美国大中型企业为雇员提供此类培训。

美国许多中学和部分小学都有冲突管理和冲突解决培训课程

（Raider，1995；Van Slyck & Stern， 1991）。这些学校也向他们

的学生提供同伴调解服务，让那些业已受过特别训练的学生去帮助解

决其他同学的冲突。约翰逊和约翰逊（Johnson & Johnson， 1991）

就是此类校内项目的先驱者，他们不但开发了培训材料，而且还与小

学生一起，成功地实施了一项同伴调解项目（Johnson et al.，

1995）。

社区和国家发生冲突时，常常会向培训师求助，培训师会与冲突

参与者或希望恢复和平的人们一起工作。技能培训之后，往往要分析

特定的冲突案例，并要努力提出解决方案（Broome， 1997；Fisher，

1997）。的确，莱德拉齐（Lederach， 2000）就坚决主张，帮助冲突

参与者反思冲突，并提出一项能反映他们的文化和当地局势的应对之



策，绝对要比技能培训重要得多。因此，培训师可以帮助冲突参与者

识别当地的人脉网络，找到能接触到冲突双方的中间人，从而帮助他

们解决差异。在这些项目中，重入问题（re-entry problem）——即

一旦培训项目结束，如何保持冲突管理的成果，总是显得十分重要。

关系治疗

第三方的出现是为了修复双方之间的恶劣关系，而关系的恶化源

自伴随严重冲突而生的结构变化。关系的修复往往发生在实质性协定

达成之前，发生在特定问题得到解决之前。关系的改善使得谈判或调

解产生效果。正如第10章所言，为确保所签订的协定能得到长期坚

持，在协定达成之后，对关系进行修复也是非常重要的。应对人际和

群际关系有着很多的技巧。人际疗法　婚姻治疗是关系治疗中最古老

的一种治疗方法（Baucom & Epstein，1990）。很久之前，婚姻治疗

师就像调解者一样，试图帮助夫妻订立一项合约，约束双方的行为，

以改善夫妻关系。研究发现，这些合约的持续时间很少超过治疗期

（Jacobson & Follette， 1985），因而这一领域的问题就转换到一

种培训视角。

现代的婚姻治疗师试图帮助夫妻解决自己的问题，教给他们联合

的问题解决技能，并帮助他们掌控和克服双方长期紧张的交往方式

（Johnson & Greenberg， 1985）。类似的治疗方法也适合长期紧张

的亲子冲突（Van Slyck et al.， 1992），以及同事冲突（Walton，

1969）。

近年来，治疗方法和教育干预项目越来越多，以便促进冲突双方

的宽恕与和解。举例来说，有种治疗方法（Gordon et al.， 2000）

能帮助夫妻双方原谅对方的背叛行为。治疗师先协助夫妻评估背叛行

为带来的所有后果，之后再帮助他们想出应对负面情感的方法。治疗

师还会帮助双方探究导致背叛行为的各种原因，并且培养他们的共



情。最后，他们会协助夫妻双方评估和解的可行性。这些工作与第10

章提及的和解步骤是一致的。因而迄今为止，实证研究已经支持了这

些治疗和教育干预的整体功效（Worthington et al.， 2000）。

群际治疗：互动式冲突解决工作坊　第三方干预也可以用于修复

教职工之间的群际关系（Burton， 1969；Cheldelin & Lyons，

2003；Fisher， 1997；Kelman，1992）。这些干预有着不同的称呼，

比如互动式冲突解决、咨询、或者问题解决工作坊。这些方法设计的

初衷是为了解决国际冲突和国内族群冲突，但现在也应用于各种群际

冲突之中。以下冲突方就曾使用这些方法：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希

腊人和土耳其塞浦路斯人，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北爱尔兰的天主

教徒和新教徒。

互动式冲突解决方法常常会有持续数天的工作坊，一般由学者和

实践者共同组织。冲突双方的意见领袖和中层决策者会参与这些会

议，而莱德拉齐（Lederach， 1997）则坚持认为，他们才是长期冲突

得以解决的关键人物。这些工作坊的主要目的是，向冲突双方全面传

授冲突知识，帮助他们了解自己正在经历的特定冲突，并鼓励他们将

冲突视为能解决的问题，而非赢取胜利的战争。工作坊尤其强调要了

解另一方的不满之处，以及洞察潜藏在这些不满之下的叙事，同时将

另一方视为正在努力解决问题的理性人。后面这一看法有助于抵消与

升级相伴而生的结构变化，以及因此而引发的负面态度和刻板知觉。

工作坊的次要目的是，在冲突双方之间建立联系，并为解决冲突制订

计划。与冲突管理培训一样，工作坊通常会在即将结束之时，讨论一

下重入问题。该领域的新发展表现为不断召开的工作坊，参与者一次

又一次地重聚在一起（Rouhana & Kelman， 1994）。

评价研究表明，这些工作坊改善了冲突一方对待另一方方的态

度，使他们想到冲突的复杂性，并且促进了冲突双方的沟通



（Fisher， 1997）。至于此类工作坊对于冲突结果的具体影响，却难

以评价。不过，可以推论这些工作坊有助于严重冲突的解决，因为工

作坊使双方大多数人都能掌握渊博的冲突管理知识，他们在出现僵局

时能挺身而出，并进行富有成效的谈判（Pruitt， 1997）。的确，我

们有理由相信，这可以用来解释达特茅斯会议所起到的效果。在冷战

的大部分时间，正是这些会议将美国和苏联的专家聚集在了一起。20

世纪80年代末期，当冷战正逐步烟消云散之时，达特茅斯会议中的部

分经验丰富者成为苏联总理戈尔巴乔夫的顾问。

改变社会结构和体系

无论是在个体间还是群际间，只要关系发生问题，关系治疗都有

效。然而，冲突常常植根于社会的结构或体系中——法律的、政治

的、社会的、经济的——这些体系制造出利益分歧和扭曲的关系

（Rubenstein， 1999）。因此，关系治疗可能还要结合其他干预措

施，以改变发生故障的社会体系。

杜根（Dugan， 2001）指出，某项冲突的最终根源可能定位于以

下3种层次中的任意一种：问题本身（基于问题的冲突）、冲突双方之

间的关系（关系冲突）及更为广泛的社会体系（结构冲突）。常见的

情形是，基于问题的冲突植根于，或者用杜根的话来说，“嵌套”于

关系冲突中，而关系冲突又植根于结构冲突中。假设两兄弟在父母遗

产问题上发生争端。乍看之下，这一冲突似乎局限于特定问题——即

遗产的分割。然而，随着冲突的发展，有可能会出现这样一种状况，

即两兄弟之间逐步恶化的关系也会对冲突推波助澜。他们可能会为一

件旧家具的归属而大打出手，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真正想要这件家具，

而是因为他们能用这一问题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或者发泄怒气。如果再

进一步探究，我们可能会发现，冲突的最终根源在于存在缺陷的社会

体系，按照这一体系的规定，长子能自动继承父母的所有财产。在弟

弟看来，这一规范可能就极端不公。



分析冲突中的嵌套本质非常重要。简单地将一项冲突视为基于问

题或者基于关系的冲突，但实际上该项冲突是源于结构的不公，就像

“治疗癌症贴创可贴”一样荒谬（Dugan， 2001：367）。结构性的问

题也必须加以解决。

和平维护、和平实施以及和平建设

和平维护（peacekeeping）是指在战区部署轻型武装部队来管理

冲突[56]。联合国凭借其成员国的武装力量，进行了多数国际维和工

作。通常在征得争议双方同意之后，维和成员进入到该战争地区，在

一切争议中保持中立，并将武力的使用降到最低限度。

在过去的数十年中，维和人员的作用已经得到了大幅度扩展

（Jeong，2000）。传统的维和行为往往出现在一项停火协定达成之

后，包括占据敌对双方武力之间的缓冲地带，监督部队撤退，并强制

双方停火。在塞浦路斯、西奈半岛和黎巴嫩南部，维和部队曾经实施

过此类行动。不过，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随着诸多内战的爆

发，维和的作用已经扩展到以下内容：保护人道主义援助或运输线、

释放犯人、扫雷、护送难民到国境、修复设备（桥梁、电力）、监控

选举、解除派系武装以及维护法律和秩序（Diehl et al., 1998）。

维和部队曾经在波斯尼亚、柬埔寨和索马里提供过这些服务，在这些

地区，维和人员通常会与当地政权机构和其他救援人员密切合作。

由于日复一日地提供这些服务，维和人员会不可避免地逐步卷入

到当地社区成员的谈判和调解之中（Wall et al.， 2002；Druckman

et al.， 1999）。比如，沃尔访谈的维和人员大约有70%的人报告

说，虽然他们的工作原本是监控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之

间的停战协定，但他们都曾在波斯尼亚做过调解工作。经由他们调解

的冲突案例包括，平民们为抗议过高的收费而封锁了一座公共设施建

筑物（由一名陆军中校来调解），克罗地亚人向穆斯林开火（由一名



陆军少校来调解），穆斯林不允许塞尔维亚人穿过小镇前往公墓（由

一名中士来调解）[57]。

外部军事力量还会以参战者的身份逐步卷入到某些冲突中，因为

他们希望保护受害者和纠正错误。此类例子包括，联合国部队（在美

国的领导下）在科威特遭到伊拉克侵略后，发动了解放科威特的海湾

战争，以及北约帮助科索沃反对塞尔维亚袭击的防御战。这些战争通

常被称为和平实施（peace enforcement）而非和平维护。和平维护与

和平实施之间的分界线有时比较模糊，因为和平维护者有时会逐步卷

入针对当地民兵的战争中，比如索马里发生的冲突。

在政局不稳及战火肆虐的地区，和平建设（peace building）是

另一项重大活动[58]。和平建设是指，为了避免冲突进一步升级，努

力使争议双方和解[59]以及重建社会的政治、管理和经济秩序。没有

和平建设，和平维护和和平实施就可能缺乏长期效果。因此，联合国

通常会同时派遣维和人员和政治官员，而非政府组织也往往会牵涉其

中。比如，美国及其同盟国就曾在阿富汗战争结束之后，在该国进行

了和平建设。（阿富汗战争可以视为一场和平实施运动，旨在根除总

部设在阿富汗的恐怖主义组织——基地组织）。

和平建设者的任务包括：建立新政府、创立独立的司法制度、改

革商务实践、修建争端解决设施、为新商务提供本钱以及组建公民社

会。此外，发展横向机构，以便为发生争执的派系提供联系渠道，往

往是诸多和平建设者的首要任务。还有，修复发生故障的社会体系，

以避免损害关系和引发冲突，也应该成为和平建设者的任务。

设计冲突管理系统

迄今为止，我们描述的第三方作用大部分都涉及在听证会和工作

坊中执行职务。但第三方的作用绝不局限于这些环境。第三方新近出



现的一个作用涉及冲突管理系统——为社区、矿山、工厂及类似的环

境而设计，该系统能帮助人们随时有效且高效地解决冲突。

乌里、布雷特和戈德堡（Ury, Brett & Goldberg， 1988）是这

一领域主要的创立者。他们强调，开发冲突管理体系非常重要，在冲

突发生之时能马上付诸行动，也能让冲突双方调和他们潜在的利益

点。他们指出，利益导向（即问题解决）的冲突解决方法通常要优于

权利导向（如决定谁是正确的，诸如法庭程序）或权力导向（如决定

谁更强大，诸如罢工）的冲突解决方法。利益导向的方法往往会产生

令人满意的持续结果，而这些结果有助于形成更好的工作关系，而更

好的关系反过来可能预防冲突的再次发生[60]。

乌里等（Ury et al.， 1988）学者针对利益导向的争议解决体系

的设计提出了以下基本指导：

● 提前明确指出哪些社区成员是谈判者和调解者，将会按照什么

样的时间表，以及如果谈判和调解失败，还会使用哪些方法。

● 建立谈判的“回环系统”，鼓励争议双方不再纠结于谁正确或

谁强大这类问题，转而使用利益导向方法。比如，为了避免权利竞

赛，可以启动建议性仲裁这一程序，让第三方指出，法庭将会如何处

理此种争议。争议双方在获取这一信息之后，会对权利竞赛可能导致

的后果的认识上产生更多共识，因而鼓励他们采用利益导向的方法。

此外，要想避免权力竞赛，可以采用冷却期（cooling-off period）

这一程序，即要求争议双方在一段时期内不采取任何举措。

● 向争议双方传授谈判技能，激励他们使用成本低的程序，并给

他们提供必要的资源，比如，让他们很容易接触到能推动利益导向谈

判的第三方。给潜在的第三方传授调解技能。



● 提出低成本的权利导向和权力导向程序，万一利益导向方法失

败，争议双方还能采用这些程序。此类程序很多——包括调解/仲裁、

投票表决以及法庭宣判——它们都会限制权力竞赛时采用成本昂贵且

带有破坏性的战术。

● 刻意安排程序，让争议双方先从低成本的程序起步，然后只有

在低成本的程序无法解决争议时，才转而采用高成本的程序[61]。

组织体系设计专家科斯坦蒂诺和默钱特（ Costantino &

Merchant， 1996）曾经对上述乌里等人的设计提出了三项批评：

（1）这样的体系应该由争议双方在外部专家的协助下来进行开发，而

不是由专家自行设计。（2）这些体系不但应强调冲突解决，更应注重

冲突预防。具体而言，组织应该确保自身在做决策的过程中，成员能

广泛地参与进来，以至于他们在冲突升级之前，得以消除那些不得人

心的政策。组织能给雇员开展沟通和建立共识技能培训、团队建设以

及举行会议，从而形成广受赞同的大政方。（3）这些体系能从根本上

解决反复出现的冲突，而不只是在冲突发生之时予以解决。冲突往往

还会有更大的体系问题需要解决。他们还为第三方提供了循序渐进的

程序，以帮助组织形成新的冲突解决系统。

干预方法的选择

在刚刚列举的大量干预程序中，第三方如何决定选用哪种方法

呢？这个问题有两种回答。其一，由桑德和戈登伯格（Sander &

Goldberg， 1994）提出，针对国内冲突应该推荐何种形式的第三方干

预。如何选择调解、仲裁和法庭判决程序，他们提出如下指导原则。

如果争议双方的目标是将成本降至最低、迅速解决问题、或者维系/改

善他们的关系，就应该使用调解程序。如果他们的目标是证明自己正



确、开创一个先例、或者一定要结束冲突，就应该使用仲裁或判决程

序。仲裁比判决能提供更多的隐私保护，并且速度更快、成本更低。

费歇和柯施里（Fisher & Keashly， 1990：236-237）也根据他

们对国际冲突和国内（族群政治）冲突的经验，对这一问题做出了另

一种回答。他们在冲突双方的关系中区分出四种层级的升级状况：

● 讨论，其中“知觉还是正确的，对关系的承诺还是坚固的，而

且对可能获得共同收益的信念还占据主导地位。”

● 极化，其中“信任感和尊重度遭到威胁，而扭曲的知觉和简化

的刻板印象出现。”

● 分离，其中“竞争和敌对成为基本的主题，认为冲突……威胁

到基本需要。”

● 破坏，其中“双方的主要意图就是破坏或者至少是使用暴力来

征服对方。”

这一理论的本质可以总结为两个命题：（1）冲突升级越严重，需

要的第三方程序就更具强制性；（2）如果一项强制性程序获得成功，

那么冲突升级会减弱，而第三方能下移到强制性较弱的程序。

更确切地说，该理论认为，在最低的升级水平上，或者说在“讨

论”这一层级上，第三方应成为调解者，促进双方的沟通，小心地给

冲突各方施压，不能超过达成协定所必需的水平。在极化层面上，冲

突双方的关系正开始瓦解，第三方需要启动关系治疗以扭转这一态势

[62]。之后第三方才可能进入调解过程。在分离层级上，为了阻碍冲

突双方相互敌对的行为，第三方需要动用刺激因素。这就意味着，要

凭借强力或仲裁方式进行调解。如果第三方能通过这种方式，控制住



双方的敌对性，并部分地解决冲突，那么接下来就可以使用关系治

疗，并最终使用普通的调解方式了。最后，在破坏层级上，第三方必

须先使用和平维护，这包括使用武器以阻止冲突双方相互破坏。一旦

达成这一目标，第三方就可能会转而使用更温和的干预程序。

在选择第三方干预形式时，升级水平可能并非唯一的考量因素。

即使在最严重的冲突中，如果冲突各方都有逃避冲突的动机，那么第

三方也还是有可能使用强制性较弱的战术。因此，在1993年奥斯陆对

话中，挪威人仅仅提供了斡旋服务——最温和的调解形式，这是因为

在巴解组织和以色列领导人之间已经形成了严重的僵局。虽说冲突各

方之间的冲突已经严重升级，但他们解决冲突的动机也非常强烈。

总结和结论

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我们考察了第三方的各种作用，即第三方干

预冲突能做些什么。如果争议双方似乎无法自己解决冲突——谈判不

起作用或无法进行，第三方就会接受邀请或者主动介入冲突。干预分

为契约干预和紧急干预，前者由冲突管理专家来完成，而后者的介入

者则包括争议双方周围的相关人士，因为冲突威胁到了他们的利益，

或者他们所在社区的利益。如果争议双方认识到他们正处于僵局之

中，并对第三方介入的结果充满乐观，那么在可以选择的情况下，他

们很可能会欢迎这种干预。

调解——第三方协助谈判——是最常见的第三方服务。它包括3类

战术：（1）组织安排自然的和社会的结构，包括控制场所的中立性和

开放性；如果冲突双方敌意盛行或者出现极端分子，支持保密；如果

双方无法理性对话或者他们的讨论在来回兜圈子，就将他们隔离开

来。（2）修改问题和备选的结构。这类战术是调解者最重要的任务，

包括识别隐藏在讨论背后的真正问题、富有成效地重塑问题以及用最



优化方式给他们排序。冲突双方必须受到挑战，思索那些能满足双方

利益点的解决方案，而如果他们做不到这一点，就由调解者提出新方

案。（3）激发争论者达成协定的动机。这类战术包括第三方不但要让

争议双方明白，自己正处于僵局之中，而且鼓励他们对调解结果充满

乐观。争议双方往往有一种倾向，即拖延时间，不做出最后的让步，

而是等待对方采取行动。为防止这一现象，第三方往往会设定最后期

限，并推动双方做出让步。

在谈判失败的情形下，调解往往是有效的。然而，如果存在严重

的结构变化、冲突涉及原则性问题、冲突一方或双方就几乎没有解决

问题的动机或者内部存在纷争，那么谈判和调解都无法获得成功。中

立的调解者往往工作会更加有效；但中立却并非绝对要求。这是因为

在紧急调解中，往往找不到合适的中立方。此外，冲突一方可能希望

调解者与另一方有瓜葛，以便对另一方有效地施加压力。

第三方成功的一项重要规则是，置身于争议双方能自行有效解决

的争端之外。另一项有关的原则是，冲突双方越不具备解决争端的能

力，第三方就越应该积极地进行干预。

第三方干预是一项发展中的产业。每年似乎都会出现越来越多的

第三方角色类型。我们总共讨论了10种不同的干预方法，其中五项

——调解、中介、仲裁、和平维护与和平实施——旨在通过停止争斗

或形成一项协定来稳定当前的局势。另外还有五项——冲突管理培

训、人际治疗、互动式冲突解决工作坊、和平建设以及冲突管理系统

的设计——都有更长远的目标。他们的目标是留下一些有益的“剩余

影响”——以新见识、新技能、或新社区结构和机构这类形式——来

帮助冲突双方解决自身冲突，并避免未来的冲突升级。这就是该领域

现在的发展方向。



在本章的最后，我们讨论了如何在诸多类型的第三方策略中进行

选择。理论学家们指出，正确的选择有赖于争论双方的目标、已经达

到的冲突升级水平以及双方逃离冲突的动机水平。

本章从理论讲到实践，横跨时而精深奥妙的研究世界与常常发生

的混乱问题之间——这些问题出现在冲突各方面对真实而紧迫的社会

冲突要求协助、并假定冲突将会得以解决之时——这也是我们该结束

本书的时候了。不过，我们最后还想讲个故事……

人类学家威廉·乌里（William Ury）喜欢讲一个杜撰的传说。一

位老绅士预计自己不久于人世，于是宣布要按以下方法给三个儿子分

配他的财产：一半给大儿子，三分之一给二儿子，九分之一给小儿

子。老绅士去世了，他的财产总共为17头骆驼。三个儿子试图按照父

亲的遗愿来分割财产，但很快就发现无法进行——至少是在不伤害骆

驼的情况下。他们争来争去，争不出个结果。

大约在这个时候，一位村里的长者骑着骆驼，风尘仆仆地走过

来。她走下骆驼，问三兄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在听完陈述之后，

她将自己的骆驼贡献出来，和老绅士的骆驼放在一起，看看是否能有

所帮助。这样做真的管用。在第18只骆驼加上去之后，问题一下子得

到了解决。大儿子分得了9只骆驼（18只骆驼的一半）、二儿子轻轻松

松分得了6只骆驼（18只骆驼的三分之一），而还剩2只骆驼分给小儿

子（18只骆驼的九分之一）。9加上6再加2等于17。还没等三兄弟明白

怎么回事，这位聪明的老妇人就骑上了自己那头骆驼，骑着它走入缓

缓下沉的沙漠夕阳中。

我们讲述这个故事有两个原因：其一，这一故事再次例证，富有

创造力的第三方能做些什么；其二，我们据此可以告知诸位，读者

们，我们真诚地希望你们——以打开新思路的形式——能在本书的字

里行间中找到了第18只（或两只）骆驼。



[1] 在严重的冲突中，这样的结果处处可见。比如如赫拉克利德斯（Heraclides， 1977）发现，近

期各国发生的内战中，有75%之所以结束，都是因为其中一方取得了胜利。

　　

[2] 我们将在第11章中讨论仲裁和调解。

　　

[3] 本节和下节针对“去升级化如何开始”的讨论，是以成熟理论（ripeness theory）为基础的。

该理论关注严重的冲突会转为谈判和调解的条件。该理论的创始人扎特曼（Zartman）（1989，2000）认

为，以下两种条件都满足时冲突就是成熟的：（1）冲突双方都体验到互相伤害的僵局，尤其在此僵局因一

个最近的或是迫在眉睫的灾难而变得严重时，并且（2）冲突双方都看到了冲突的出路。我们使用这一理论

时，是从当事人中的一方（本书的术语是“冲突一方”）的角度考虑问题的，而不是一起看待冲突双方。

我们的概念和扎特曼的概念相似，但是我们谈论的是“僵局认知”和“乐观主义”，这些是冲突一方的特

点，而非冲突双方的整体特点。我们反对必定总会存在“互相伤害的僵局”的观点，这部分是因为，我们

知道某些情况下，谈判之所以能启动，是因为一方认识到僵局的存在，而另一方是乐观主义者（参见脚注

9）。还有一个差别就是，我们的术语“僵局”要比扎特曼的更为宽泛。我们认为僵局的发生可能归因于冲

突一方认识到，其针对另一方的争斗并没有成功，而且/或者这一争斗正在产生令人无法忍受的代价代价或

风险。对于扎特曼而言，僵局只是对争斗未获成功的认知。

　　

[4] 亨廷顿（Huntington，1996）曾指出在最为严重的冲突升级中，比如发生在世界文明之间“断层

线”上的冲突，冲突双方可能会无法相处，以至于双方同盟都必须一起工作以“遏制或暂停”争斗。1979

年发生于今津巴布韦共和国的内战之所以得到调停，就部分归因于当时那些为非洲叛军提供居留地的国家

领导人施加的压力（Stedman， 1991）。

　　

[5] “沉痛打击”（shock）一词源自戈尔茨和迪尔（Geortz & Diehl， 1995）的研究，他们追踪

了大部分旷日持久的国际对抗，直到出现重大的政治变化，诸如战争和国际力量分配的改变。

　　

[6] 培切恩（Patchen， 1991）在研究美苏关系时发现，以下两种情况，两国往往会采取合作行动，

并会积极回应另一方的合作行为：其一，他们对自己在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的能力信心不足；其二，他们

都关注竞争带来的代价。这一发现佐证了我们的论点，即这些条件会促使双方对冲突升级失去耐心。

　　



[7] 在过去的数十年中，已经出现了大批关于谈判的文献，从理论性论文（参见Brett， 2001;

Douglas， 1962; Gulliver， 1979; Kochan， 1980; Morley & Stephenson， 1977; Schelling，

1960; Stein， 1989; Walton & McKersie， 1965）到研究总结（参见Carnevale & Pruitt， 1992;

Druckman， 2003; Faure， 1987; Hopmann， 1996; Kremenyuk， 2002; Pruitt， 1981; Rubin &

Brown， 1975; Zartman， 1994），再到教材（参见Lewicki et al. 1998， 2000; Pruitt &

Carnevale，1993; Thompson， 2001），再到为联接理论和实践而付出的各种努力（参见Bazerman &

Neale，1992; Breslin & Rubin， 1991; Fisher & Brown， 1988; Fisher et al.， 1991;

Goldberg et al.， 1992; Hall， 1993; Lax & Sebenius， 1986; Neale & Bazerman， 1991;

Raiffa， 1982; Salacuse， 1991; Sjostedt， 1993; Susskind et al.， 1983; Ury， 1991;

Zartman， 1994; Zartman & Berman， 1982）。然而，本书并非只专注于谈判，而是将主题清晰地定位

在冲突的去升级化上。

　　

[8] 斯坦（Stein， 1989）曾经把僵局认知和乐观主义的结合，视为一种威胁与机遇并存的认知。

　　

[9] “工作信任”这一术语是由凯尔曼（Kelman， 1997）提出的。

　　

[10] 里伯菲尔德（Lieberfeld， 1999）就这些事件所做的解释，与我们的解释一样，但也略有差

异。这里还存在另一种情形，单方面对僵局的认知导致越南战争结束，当时美国已经对冲突的前景感到无

望，并且在与越南谈判之时就同意撤军。然而，在这次事件中，只有美国一方认识到冲突僵局的存在，对

于北越人而言，这是一个将美国人赶出越南，并最终赢得战争的机会。

　　

[11] 第三方还能做许多其他事情，将在第11章深入讨论。

　　

[12] 这种接触，在俄罗斯和西方科学家和其他专家之间以“第2轮”会议的形式出现，从而使得双方

领导人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逐步结束冷战变得更加容易。1993年，以色列和巴解组织之间的奥斯陆谈

判，也源于以色列教授和巴解组织官员之间的一系列非正式会谈，这些会谈发生在正式谈判启动之前

（Pruitt et al.， 1997）。

　　

[13] Pushton，主要为居住在阿富汗东南部和巴基斯坦西部的穆斯林民族。——编者注



　　

[14] 这往往并非好主意，因为孩子可能会使夫妻关系陷入紧张状态，而且如果这一战术没有效果，孩

子还可能会成为无辜的牺牲品。然而，这仍然是一种常用的“补救”措施（Rubin & Rubin，1989）。

　　

[15] 萨达特后来因与以色列建立和平关系而遇刺。

　　

[16] 协议与决议之间的差别并非泾渭分明，而主要体现在程度上。基本利益的分歧促使各方产生冲

突，而协议与决议两者都处在协定满足基本利益这一维度的另一端。决议处在这一维度的高端；如果基本

的利益得到了彻底解决，那么冲突将可能不再重新出现。

　　

[17] 通常情况是，冲突管理（如停火）先于为协议或决议而进行的谈判，而一些学者认为，这是一个

必然的进展过程（Olonisakin， 2000）。然而，还有可能发生的是，严重升级的冲突仍旧继续的同时，

谈判就在秘密进行了。比如奥斯陆秘密谈判，导致以色列和巴解组织1992年签署了协议。

　　

[18] “妥协”一词的通常用法要更为宽广；它通常表示冲突双方放弃其最初要求的任何协定。为了将

简单的妥协与整合式的解决方案区分开来，我们遵循福莱特（Follett）的说法，采取一种更为狭窄的定

义。

　　

[19] 整合式解决方案有时称为“双赢解决方案”（参见Pruitt & Carnevale， 1993）。然而，我

们更愿意称之为“整合式”，因为正如此处所提及的，对于双方而言，这些解决方式很少是完美的“胜

利”。它们通常要求冲突一方或双方进行某种程度的让步。

　　

[20] 读者如果想更多了解整合式解决方案发展基础的理论假设，可以参阅《作为谈判者的经理》

（The Manager as Negotiator）一书第5章（Lax & Sebenius， 1986），以及《谈判过程和国际冲突

的解决》（The Negotiation Process and the Res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s）一书第6

章（Hopmann，1996）。读者如果想更多了解推动整合式解决方案发展的具体技术，可以参阅《谈判力》

（Getting to YES）一书（Fisher et al.， 1991）。



　　

[21] 福阿和福阿（Foa & Foa， 1975）提出过一个针对补偿种类的通用理论，该理论认为不同类别

的补偿形式适合弥补不同的退让行为。他们按照两个维度对资源进行了分类：具体性（有形性）和特定性

（资源的价值取决于交付资源的人的身份）。社会地位和爱情是抽象而特定的资源；货物和金钱是具体而

非特定的资源。两位作者通过一系列研究表明，补偿形式在维度空间上与所获得的资源距离越近就越适

合。因此，用货物来交换金钱是正确的，用社会地位来交换爱情也是正确的，但是不能用金钱来交换爱

情。

　　

[22] 兰克斯和塞巴尼斯（Lax & Sebenius， 1986：92）举了一个新奇而有趣的例子：“如果一名素

食主义者和一名酷爱食肉的人进行讨价还价，前者有些肉而后者有些蔬菜，那么他们已知的偏好上的差异

性就有助于达成一项协定。”杰克·斯普拉特（不能吃肥肉）和他的妻子（不能吃瘦肉）达成了一项类似

的协定。两位作者识别出六种差异，这些差异都能在冲突中加以运用，以便帮助制定出（经过谈判的）协

定。这些差异包括相对价值（这在先前的例子中曾经指出过）、期待、能力、风险偏好以及时间优先等方

面的差异。要更为详细地了解这些差异形式的分析，参见兰克斯和塞巴尼斯的著作（Lax & Sebenius，

1986：99-105）。

　　

[23] 兰克斯和塞巴尼斯（Lax & Sebenius， 1986）在讨论规模经济时提到削减代价方式的变化，即

双方的代价都得到消减：两个卫生保健组织想要在一个服务欠缺的地区设立一个新诊所。这两个组织并非

各自建立自己的诊所，而可能同意建立一个设施，因此能共同承担费用，同时服务更大的客户群。因此，

并未做大蛋糕，该计划要求双方在烘烤固定大小的蛋糕的情况下，削减代价。

　　

[24] 将自尊放在男孩利益树的底端，表示我们同意伯顿（Burton， 1990）和罗斯曼（Rothman，

1997）的观点，人类的基本需要——比如安全、认可、公正、尊严、自尊、身份认同及控制环境——潜藏

于很多冲突之下，并且可以解释那些常常伴随冲突而生的强烈情感和坚定立场。然而，这些作者认为，有

必要严格区分基于利益的冲突和基于需要的冲突，这一点我们并不认同。我们认为，利益总是潜藏于冲突

之下，而基本的人类需要则通常位于利益树的底端。

　　

[25] 斯路奇（Sluzki， 2003）指出，在冲突解决和调和的每一步上，双方都必须改变他们的叙述。

双方通常都要承受叙述的这种转型，即从遭受迫害转变为取得进步和获得力量。

　　



[26] 汤普森（Thompson， 1990b）及汤普森和黑斯蒂（Thompson & Hastie， 1990）已经证实，

谈判者常常会陷入到不实的冲突中，看不到双方在某些或者所有的问题上实际上能达成一致意见。

　　

[27] 扎特曼（Zartman， 1995：336）曾经在一项政府建议中阐述过这种刚柔并济的方法，当时这些

政府正面临着部分公民的内部反叛。扎特曼建议道，政府应该采用一种“双管齐下的策略”，“既进行对

话找寻双方合理诉求的共同点，又与极端分子作斗争。”

　　

[28] 范德韦尔特（Van de Vliert， 1997）将坚定的灵活性称作“混合的冲突行为

（conglomerated con ict behavior）”，因为它是合作因素和竞争因素的混合体。霍普曼

（Hopmann， 1996：92）从两方面对坚定的灵活性提出了批评：“一方面，如果双方谈判存在根本利益的

冲突，则无论采取多么灵活的方法，坚定的目标都可能会全面阻碍谈判进程。另一方面，策略过于灵活可

能会被另一方视为软弱的标志，进而为另一方所用，以实现其利益。”霍夫曼的第1项批评，可以在创造性

问题解决系列的第4步找到答案：如果双方未在合理的期限内达成协定，就应该降低期望值。他的第2项批

评本章稍后作答，即为了强调坚定性，断言必须采用争斗之术。这种断言应能富有成效地抵消另一方认为

己方软弱的知觉。

　　

[29] 第11章我们将更详细地探讨中间人。

　　

[30] 李德瑞奇用的术语是“仁慈（mercy）”而不是“宽恕”（forgiveness）。

　　

[31] 请参考里格比（Rigby， 2001）对TRC和其他社会类似委员会的详细描述。

　　

[32] 沃尔坎（Volkan，1997）将先辈们受害的记忆称作“选择性创伤”。如果冲突中存在选择性创

伤，先前发生的冲突就会有死灰复燃的倾向。

　　

[33] “宽恕”有如下定义：“对那些曾经给你、你的挚爱或你认同的群体造成严重伤害的人，放弃愤

怒、怨恨和复仇的愿望。它也意味着愿意接纳另一方进入己方的道德社区，从而赋予其获得关心和公平的



权利（Deutsch， 2000b：58-59）。” “（宽恕是）这样一种愿望，愿意放弃己方对不公正的冒犯者的

憎恨、谴责和不易察觉的报复，同时逐渐产生不应有的怜悯、慷慨甚至爱意（Enright & Human

Development Study Group ， 1996：108）。”“（宽恕是）一系列动机的改变，即个体越来越缺乏报

复冒犯伙伴的动机，越来越缺乏继续疏远冒犯者的动机，以及越来越增强与冒犯者和解并友好相处的动

机，即使冒犯者曾做出伤害行动”（McCullough et al.， 1997：321-322）。”“（宽恕是）一种结合

了道德真相、忍耐、共情和承诺的行为，用以修补破裂的人际关系（Shriver， 1995：9）。”

　　

[34] 因此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Desmond Tutu）说：“如果你偷了我的笔，却没有还给我，只是

说‘对不起’，那么你的道歉毫无意义（Shriver， 1995:224）” 。

　　

[35] 请看山本（Yamamoto， 1999）所举的群际赔偿行动的例子。

　　

[36] 建立消极与积极和平所需的各种 “工具”，参见阿尔杰（Alger， 1999）和伦德（Lund，

2001）的著作。

　　

[37] 第三方并非总想结束冲突。他们有时会促使一方或双方的冲突升级（“你不应该不把他的侮辱当

回事。”）或者或者继续争斗，将冲突带到相反的方向。

　　

[38] 冲突一方接触第三方的原因很多，比如包括寻求建议或同情，或者希望第三方责备或压制另一方

（Averill， 1983；Keating et al.， 1994）。

　　

[39] 第三方所起作用的理论回顾和研究文献，参见：Bercovitch（1984；2002a， b），

Bercovitch & Rubin（1992）， Crocker et al.（1999）， Fisher（1997）， Goldberg et al.

（1985）， Kolb（1983， 1994），Kressel & Pruitt（1989）， Pruitt & Carnevale（1993），

Rubin（1980， 1981）， Smith（1987）， Touval & Zartman（1985）， Wall & Lynn（1993），

Wall et al.（2001）以及Zartman & Rasmussen（1997）。

　　



[40] Iliad，古希腊描写特洛伊战争的英雄史诗，相传为荷马所作。——编者注

　　

[41] Odyssey，描写特洛伊沦陷后，奥德修斯历经10年返回故里的旅程。《奥德赛》与《伊利亚特》

合称为荷马史诗。——编者注

　　

[42] ADR的讨论参见Costantino & Merchant（1996）， Duffy et al.（1991）， Kressel &

Pruitt（1989）和Pruitt（2000a）的研究。

　　

[43] 这里举一个本书作者普鲁特在一次听证会上亲眼所见的调解案例。一名不太聪明且年龄偏大的员

工威胁要杀死公司的老板。这一罪名很可能会将他送进监狱。聆听这一案件的法官意识到，该事件源起于

一项可以解决的冲突，故而将该案件转到一个社区调解中心。在听证会上，发现事件真相是，这名员工已

经在该公司工作了很多年，但由于他换轮胎的速度越来越慢，老板就将他解雇了。解雇之后，该员工找不

到其他办法来养活自己和偿还房贷。听证会上，老板同意继续让他在公司里工作。到底老板为何做出这一

决定还不十分清楚，可能他已经疲于和这名雇员发生冲突，也可能冲突给他带来了负面的公众形象，还有

可能他觉得将这样一位老员工解雇带来的负罪感，要超过解雇他给公司带来的微小利益。这位雇员也轻松

地答应不再威胁老板。在这一案件中，转而采用ADR可以说是恩威并施。

　　

[44] 仲裁员的工作通常是，解释两个群体订立的合同，看看如何将它应用于特定的案例。

　　

[45] 本案例中的这名实况调查员起到了建议性仲裁员的作用，一般事实调查员的工作是收集与冲突有

关的信息。要想更多地了解事实调查（也称为“质询”），请看郑（Jeong， 2000）的研究。

　　

[46] 有部分学者（Bush & Folger， 1994；Lederach， 1995）指出，将调解的目标视为帮助双方

达成协定，这一说法太过狭窄，他们认为，调解的目标还应该包括“转变”冲突。因此，他们鼓励调解者

帮助争议各方改善他们的关系，以更好地理解自我并改进冲突管理技术，让双方更全面地了解和欣赏对

方。研究结果支持了这一建议，人际协定要想取得长期的成功，往往取决于冲突双方在签订协议后的人际

关系质量（Pruitt， 1995）。然而，菲利普斯（Phillips，2001）警告说，争议双方可能不会总关注改

善双方关系的质量，而且也可能不愿意与推进这一进程的调解者合作。她鼓励调解者按照争议双方的需要

和愿望来调整自己的目标。



　　

[47] 这正是约翰·休谟（John Hume）在推动北爱尔兰去升级冲突螺旋中所扮演的角色（第9章第

225~227页）。

　　

[48] 研究表明，与个人主义文化相比，集体主义文化背景的调解者会更多地使用此类战术，因为集体

主义文化的调节者握有这样做的权力（AbuNimer， 1996）。

　　

[49] herding cats，西方文化认为猫的脾性极难捉摸。英语里有种说法，“就像驯猫一样”，形容

做事难度极大。——编者注

　　

[50] 内部不和会让领导者非常难于做出达成协定所必需的让步。这是因为，让步很容易遭到内部政治

对手的挑战，后者所希望的是，通过宣扬领导太过软弱，退让太多，来增加自身的支持率。

　　

[51] 第10章曾提及中间人的作用，即协助进行隐蔽的问题解决。

　　

[52] 我们之所以将中间人与调解者区分开来，一是因为中间人既能位于冲突双方之间，也能出现在冲

突双方内部，二是因为他们往往在链条上沟通。科洛西（Colosi，1983）和克里斯伯格（Kriesberg，

1999）用术语“准调解者”来指代冲突双方内部的中间人，比如双方的谈判者。但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单

独使用这样一个术语，因为冲突内部的中间人与那些出现在冲突双方之间的中间人，在作用上几乎没有什

么差别。两种中间人都力图调和链条两端争议方的差距。

　　

[53] 通常说来，警察和消防员罢工都是非法的，而公立学校的教授和教师罢工也往往一样。至于这些

专业人士所提供的服务是否足够重要，使得他们的罢工将给公众的福祉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这一问题我们

留待读者决定。

　　



[54] 在一个密切相关的过程微型审理中，争议双方有机会看到，如若他们的冲突上了法庭，将会发生

什么样的事情。

　　

[55] 乔治·梅森大学冲突分析和解决学院提供这一领域的硕士学位，最近已经开始招收博士。本书的

作者之一普鲁特就是该学院一名访问学者。

　　

[56] 如果读者对和平维护文献感兴趣，可以参看Fetherston（1994）；Gordon & Toase（2001），

Olonisakin（2000）， Woodhouse & Ramsbotham（2000）的研究。

　　

[57] 这些资料取自詹姆斯·沃尔（James A. Wall）的私人访谈。

　　

[58] 如果读者对和平建设文献感兴趣，可以参看Leatherman et al，（1999），

Lederach（1997），Reychler（1999）， Sampson & Lederach（2000）的研究。

　　

[59] 我们曾在第10章中讨论过为从前交战过的双方和解可能需要做的一些步骤。

　　

[60] 这些作者也承认，在如下三种情况下，光用一种利益导向方式可能还不够。这三种情况是，

（1）争议双方的利益点完全相悖；（2）双方在谁是正确的，或者谁更为强大这些问题上，有着极为不同

的知觉；或者（3）为了解决与公共政策有关的事情，通过宣判来解决问题是必要的。在这些情形下，争议

解决体系也应该包含那些决定谁是正确的及谁更为强大这样的低成本步骤。

　　

[61] 其他作者还认为，设立早期预警系统是重要的，这一系统有助于早些时候探测到那些正在升级的

冲突，进而及早转向其另一方式。如果读者想要知道如何能富有洞察力地看待这一问题，以及那些可以用

来探测国际冲突发展的工具，请看莱瑟曼等人（Leatherman et al. ，1999）的研究。

　　



[62] 费歇和柯施里只是提及过群际关系疗法的种类，但这一理论却很容易被扩展到人际关系治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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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大部分心理学教科书普遍存在一个问题，即每一章节的篇幅太

长。很少有人能耐心地一口气读完某一章节。《社会心理学纲要》一

书是戴维·迈尔斯和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打破出版传统，在《社会

心理学》这本巨著的基础上进行改编而成。它将社会心理学的概念和

研究成果以模块的形式来表现，使专业的学习内容符合读者的注意广

度，便于大家汲取知识。读者就可以一次性读完一个模块，在每次放

下本书时都会有一种完成阅读的成就感。

全书分为四大编，共31个模块。第一编（模块1~2）为社会心理学

导论，概括介绍了我们如何探索社会心理学，以及如何把玩社会心理

学这场“游戏”。第二编（模块3~11）探讨了社会思维：考察了个体

对自身的感觉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我们形成对

所处社会环境信念的方式；探寻了态度与行为之间的关系，最后把研

究成果应用于临床心理学。第三编（模块12~21）考察了社会影响：探

讨了社会心理学关心的核心问题——社会影响的威力。第四编（模块

22~31）探索了社会关系：既涉及了“偏见” “攻击性”和“冲突”

等人际关系中丑陋的方面，也涉及到“冲突解决”“吸引与亲密”以

及“利他”等人际关系中好的方面。最后介绍了社会心理学应为改变

生态屠戮做出应有的贡献。

本书采用崇尚实证与言而有据的表达风格，将各个学科的相关论

述与社会心理学的有关理论和发现相结合，既适合于心理学专业的本

科生、研究生以及该领域的研究者使用，也适合于没有心理学背景的

广大读者参考阅读。



主编简介

彭凯平，清华大学心理学系系主任、教授、博导；美国加州大学

伯克利分校心理学系终身教授、博导，社会及人格心理学专业主任、

文化与认知实验室主任；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著名华人心理学家。



本书是集体翻译的结晶，由国内心理学领域的10位学者通力合作

完成，其中本书各模块的新增部分由清华大学的廖江群老师翻译，并

对全书进行统稿。具体翻译分工依次为（按姓氏拼音顺序排列）：



译丛新序

1979年，我在北京大学校园开始了我的心理学求学生涯，当时我

们心理系的老师委婉地告诉我们，你们学心理学可能早了20年。老实

说，年轻的我们当时并没有完全领会这句话的多重含义。

2004年，我在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的校园，开始了和新曲线出版

咨询有限公司的合作，推荐出版《社会心理学精品译丛》。坦率地

说，我并没有预料到这样一套关于人性、人情、人欲、人世的学术丛

书，会有这么大的社会影响，成为中国出版界发行的最畅销的心理学

丛书之一。

2013年的今天，我已经到了清华校园。受清华大学之邀、加州大

学之托，五年前我开始帮助清华大学恢复它历史上曾经辉煌的心理学

系，并出任复建后的首任系主任。五年的国际穿梭，以及和国内心理

学界同仁的共苦同甘，已经让我看到了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兴起，等来

了中国心理学的春天！

所以，当新曲线公司的同事们决定出版该丛书的十周年纪念版，

不仅新增《社会认知：洞悉人心的科学》、《不确定世界的理性选

择》、《社会冲突》、《社会心理学之旅》、《社会心理学纲要》等

新品种，而且对《态度改变与社会影响》、《决策与判断》等原有品

种的译文进行精益求精的再加工，将丛书以更加精致、高雅、系统的

方式介绍给我们的读者，并邀请我为新书重新写序，我已经一点也不

感到意外，并相信它一定会成为人们喜爱的优秀的心理学书籍。

那么，为什么短短几年社会心理学会在中国变得如此大受欢迎？

甚至我们还可以问问，为什么清华大学要在2008年恢复它的心理学



系？我觉得，中国的现代化是背后最主要的原因。正是在2008年，中

国的人均GDP达到3400美元。根据经济学家在上世纪40年代提出的人均

3000美元的现代化标准，这正式表明中国已经迈入现代化国家的门

槛。美国是在1962年首先进入现代化国家的行列，英国是1968年，法

国是1972年。

现代化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人变得比物更为重要。现代化之

前，我们追求小康，以物质的丰富作为社会发展的目标，现代化以

后，我们追求和谐、文化、美和幸福，以人民的尊严和完美生活为奋

斗目标。这种变化，也不断反映在中国政府的执政理念变化上。从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构建和谐社会”，从“建设文化强国”再

到“建设美丽中国”， 这些理念其实反映的正是中国社会的发展进

步，特别是人民基本需求的变化和提升。心理学家马斯洛早就提出人

类的需要层次理论，就是说人类从一开始衣食住行的生理需求，逐渐

上升到安全、归属、爱和尊严的社会需求。再往上，就得有文化和知

识的需求，以及对美的追求。人类最高级的需求就是马斯洛的自我实

现，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心理指标就是幸福的巅峰体验。

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

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那人又是什么？其实，人最重要的标志是

他有心理活动。“人者，心之器也。”正是因为人类的心理活动，人

生活得才有意义，才有价值。没有心理活动，人就是行尸走肉。

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没有人类的心理，可以照样存在。没有人

类，星空依然灿烂，太阳照常升落，但一旦人类的活动参与进来，星

空就不仅仅是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它就成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在

中国东海，北纬25°40′ ~ 26°、东经123° ~ 124°34′之间有一

片岛屿，这本来是一个地理科学的概念，是属于自然科学的知识，但

当我们意识到，这片岛屿就是钓鱼岛列岛时，这个知识就变成社会心



理学的研究范畴。它就有了感情、意识、行动。没有人类的思想和意

识，自然世界本身是不会有特别的意义的。

科学发展，以人为本。它呼唤的其实就是社会心理学。因为社会

就是人的集合；人的本质就是心理的载体。正是人类的心理活动，如

需求、欲望、价值、信念、判断、决策、竞争、合作、冲突、博弈，

等等，使得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也更加复杂多变，需要更多的

智慧、理性、善良、宽容和理解。

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为中国的社会心理学提出了无数引人入胜的

问题。社会如何管理？创新如何推进？什么是中国人共同的民族意

识？中华文化薪火相传，传的到底是什么？甚至还包括一些看起来肤

浅、实际上很难回答的问题，比如，你幸福吗？

2000年，美国科学院组织了一批著名的学者讨论人类的未来科学

究竟有哪些，他们的结论是NBICS（纳米—生物—信息—认知—社

会）。

“在下个世纪，或者在大约五代人的时期之内，一些突破会出现

在纳米技术（消弭了自然的和人造的分子系统之间的界限）、信息科

学（导向更加自主的、智能的机器）、生物科学和生命科学（通过基

因学和蛋白质学来延长人类生命）、认知和神经科学（创造出人工神

经网络并破译人类认知）和社会科学（理解文化信息，驾驭集体智

商）领域，这些突破被用于加快技术进步的步伐，并可能会再一次改

变我们的物种，其深远的意义可以媲美数十万代人以前人类首次学会

口头语言知识。”

其中提出的社会科学问题——理解文化信息，驾驭集体智商——

正是我推荐社会心理学精品译丛的初衷。丰富中国人民的社会文化生



活，提高我们中国人的集体智商，这是这个时代赋予我们这些心理学

工作者的责任，让我们大家一起为人民的心理幸福而奋斗。

彭凯平

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伟清楼501

2012年12月12日



译丛序

社会心理学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一门社会科学学科，它

研究的是人的心理和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试图探讨人的思想、情感

和行为是如何受到其他人的影响，这些影响包括实际的、想象中的和

推测出来的人际作用。社会心理学家通常思考的问题有：我们如何认

识他人（社会认知），我们如何与他人打交道（社会互动）以及文

化、社会、团体如何作用于我们（社会影响）等方面的内容。

众所周知，社会心理学研究向来有心理学的、社会学的和符号学

的三种取向，其中心理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更强调实证的研究和对社

会中个体心理的关注。本译丛以津巴多（Philip G. Zimbardo）主编

的“麦格劳-希尔社会心理学系列丛书” 为基础，从中遴选出精品

（如《决策与判断》、《自我》、《亲密关系》、《态度改变与社会

影响》），并在更大的范围内，补充一些在近年来有广泛影响的社会

心理学新著。

十几年前，香港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彭迈克（Michael Bond）就曾

经说过：“心理学不幸是由西方人创建的，结果，西方的心理学研究

了太多的变态心理和个性行为。如果心理学是由中国人创建的，那么

它一定是一门强调社会心理学的基础学科。”确实，这门学科是我们

中国人有可能做得比其他国家的学者更好的心理学领域，因为我们的

文化几千年来就很强调人与他人、人与环境、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这

些关系正好是社会心理学关注的焦点所在。可惜时至今日，中国的社

会心理学并没有得到它所应有的关注。我们推出这套丛书的目的，一

方面是为了让国内有志于学习、研究和应用社会心理学的各界人士较

为系统地了解当代社会心理学的来龙去脉、重大发现以及最新前沿，



而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通过这套丛书，为推动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发

展以及提高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国际影响贡献绵薄之力。

彭凯平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教授

2004年9月



译者序

多年前，朋友让我推荐一本通俗易懂、雅俗共赏的社会心理学书

籍时，我笑言这种著作还没有，等我以后有时间写吧。后来，我开设

公共课，当许多非心理学专业的学生再次让我推荐通俗易懂的社会心

理学教材时，我发现写是来不及了。不过，倒是想起了几年前进入我

视野并且让我记忆犹新的一本书，即戴维·迈尔斯的《社会心理学纲

要》（Exploring Social Psychology），这本书既有科学性，严谨系

统；又有艺术性，鲜活生动。

一直以来，对于翻译心理学作品，我都非常谨慎。在我看来，翻

译也是一种创作，的确慢工才能出细活。这种慢功夫与我们快速的生

活和工作节奏显然不太相称。然而，一旦看到求知欲强的学生们的现

实需求，我想有必要翻译一本社会心理学的经典之作。适逢新曲线出

版咨询公司要出版这本书，我忐忑地接受了新曲线的邀请来完成这本

书的翻译工作。因为五年前我便已经读过这本书的英文版，开设全校

公共课也借鉴了这本书，并且对戴维·迈尔斯的社会心理学经典教材

实在是太熟悉了。

纵观国内有关社会心理学的翻译著作，《社会心理学纲要》可谓

一枝独秀。“独”在她的写作理念，从内容到形式上体现出高度的人

文关怀；“独”在作者真正从读者的阅读习惯来构建本书的内容；

“独”在将知识和原理以符合读者的认知和记忆规律的模块来呈现，

“独”在让读者能够轻松愉悦地掌握社会心理学的概念和研究成果。

咋看之下，《社会心理学纲要》像是对迈尔斯的经典教材《社会

心理学》的缩写，但实际上本书构建知识和概念的逻辑体系并不一

样。作者秉承科学的严谨态度和人文的活波形式，用研究的视角揭示



和解释社会现象，解构大千世界中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问题；真实地

再现了社会现象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拓展了人们的视野和思维。

本书包含社会心理学导论、社会思维、社会影响和社会关系四大

编，侧重我们如何思维、如何相互影响和彼此联系的科学研究。每一

编都包含若干个社会心理学知识模块，模块短小精悍，涵盖了迄今为

止社会心理学的经典理论和研究成果，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最后，要特别说明的是，本书是以戴维·迈尔斯的《社会心理

学》中文版为基础，本人翻译了全书的新增内容，并统稿审校而成。

在书名和一些专有名词的选择上，我们反复斟酌，最终我们尊重原译

作的译称。

在翻译过程中，尽管几易其稿，但译稿中难免有错译和不妥之

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廖江群

2014年8月于清华园



前言

这是一本酝酿已久的书。一直以来，我发现心理学教科书普遍存

在一个问题（包括我自己所写的教科书），即每一章节的篇幅过长。

很少有人能耐心地一口气读完40多页的一个章节。为什么我们不能将

专业内容变成便于大家汲取知识的模块呢？即把它们组织成40个篇幅

为15页左右的章节，而非15个篇幅为40页左右的章节。这样以来，学

生就可以一次读完一个模块，每次放下书时都会有一种完成任务的成

就感。

因此，当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的心理学编辑Chris Rogers第一

次建议我将那本16章共计600多页的《社会心理学》进行缩写，并重新

组织成每个篇幅为10页左右的模块时，我欣然接受了。终于有一家出

版商愿意打破传统，将学习材料变成符合学生注意广度的形式，将概

念和研究成果以较小的单元来呈现。我们也希望不要加重学生消化新

信息的负担，因此，保持了《社会心理学纲要》（Exploring Social

Psychology）这本书的小巧与经济，我们希望老师们能补充其他的阅

读内容。

从每一个模块吸引眼球的标题可以看出，我希望打破传统，将社

会心理学以生动有趣的方式表述出来。每一个模块的写作都遵循着梭

罗的自由主义精神：“所有有生命的东西都能很容易地通过大众语言

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不论是撰写《社会心理学》还是《社会心理

学纲要》，我的目标都是要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和热枕的人文精神，以

事实的缜密和智力的挑战为基调。我希望我能像新闻调查的记者一样

来揭示社会心理学现象，为重要的社会现象提供最新的阐释，展现社



会心理学家如何揭示和解释这些现象，同时反映出现象背后的人文价

值。

在素材的选择上，我将社会心理学的范围定义为强调我们如何思

维、如何相互影响和如何彼此联系的科学研究上。同时，我也强调那

些与人文科学的智力传统相一致的社会心理学素材。通过传授文学、

哲学、科学和通识教育等学科，我们试图拓展人们的思维和意识，将

人从现实的禁锢中解放出来。社会心理学能为实现这些目标做出自己

的贡献。许多学习“社会心理学”的大学生不一定主修心理学；他们

中的大部分人会进入其他行业。我们通过探索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

主题，诸如信念、幻觉、独立性和依存性、爱和恨等，用告知和激励

所有学生的方式来体现社会心理学的贡献。

致谢

我仍然非常感谢在过去的十版《社会心理学》一书的出版过程中

给予大量指导和批评意见的学者们。有了这些有心的同事和同仁给予

的意见，比我独自来撰写这本书要好得多。

我不仅感谢克里斯·罗杰斯对本书的贡献，也感谢主编菲利普·

津巴多（Philip Zimbardo）对我的鞭策。我和菲利普的友谊与日俱

增，我敬重他的心理学天赋，把他作为一个重要的交流学习的对象。

麦格劳—希尔的其他团队成员也在本书的出版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在新版的整个修订过程中，执行主编迈克·休格曼（Mike

Sygarman）不断地鼓励我；感谢编辑部的组织协调人奥古斯汀·拉格

瑞拉（Augustine Lagerrera）、发行编辑威金斯—克拉克（Jannice

Wiggins-Clarke）和责任编辑马利·马加齐纳（Marley Magaziner）

的大力支持。



特别感谢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的珍·温格（Jean Twenge）对模块

3（自我概念：我是谁？）和模块4（自我服务偏差）的贡献。凭借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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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社会心理学导论

小说家赫尔曼·梅尔维尔写道：“我们不能只为自己活着。因为我们的生活是由无数

看不见的细线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心理学家就是通过科学地探索人们彼此之间如何思考、

如何影响以及如何彼此联系来研究这些关联的。

在本书中，前两个模块将介绍我们如何探索社会心理学，如何把玩社会心理学这场

“游戏”。正因为社会心理学家形成和检验思想的方式本身就能够运用到生活中，因而，它

能让我们以更聪明的方式去分析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思维、社会影响和社会关系。

如果人们的直觉和常识绝对可靠，我们可能就不需要进行科学探究和批判性思维了。

但是事实是，正如模块2所指出的，不管我们是反思现实生活事件还是研究结果，我们都很容

易受强大的事后聪明式偏见的影响，这种偏见亦称为“我早就知道了”现象。

模块1 如何开展社会心理学研究

从前有一个男人，他的第二个妻子非常爱慕虚荣且自私。这个女

人有两个同样虚荣又自私的女儿。但这个男人的亲生女儿却是个可爱

又善良的姑娘。我们都知道，她就是灰姑娘。灰姑娘从一开始就明

白，她最好是照着吩咐去做，默默忍受责骂，少去招惹她那两个姐姐

和继母。

到后来，多亏仙女的帮助，灰姑娘才得以脱离困境，前去参加一

个隆重的舞会。恰恰是在舞会上，灰姑娘引起了英俊王子的注意。再

后来，当坠入爱河的王子在灰姑娘破破烂烂的房间里见到这个非常不

起眼的心上人时，竟然未能马上认出她。

不可思议吧？这个童话故事让我们不得不承认情境所具有的魔

力。当盛气凌人的继母在场时，这个温顺而不起眼的灰姑娘与王子在

舞会上遇到的那个美丽出众的灰姑娘可谓判若两人。家里的灰姑娘战



战兢兢，而舞会上的灰姑娘神采奕奕，举手投足、一颦一笑，自然大

方。

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Sartre, 1946）必然会欣然接受关

于灰姑娘的故事，他曾写道：我们人类“首先存在于环境之中，我们

不能脱离环境，环境塑造了我们，决定了我们的可能性”（pp.59-

60）。

我们都是业余的社会心理学家，大家都喜欢观察身边人的行为。

我们在观察别人的时候，会形成关于人们如何看待彼此，如何互相影

响、相互联系的种种想法。专业的社会心理学家也做着同样的事情，

只不过会更系统（通过形成理论），也更费力些（通常通过实验研

究，在实验中创建微缩的社会情境以探求因果关系）。他们所做的研

究涉及广泛的领域，据统计，25 000项研究中涉及了800万人

（Richard & others， 2003）。

理论的形成和验证

社会心理学家在思考人类的生存上着实煞费苦心，然而再也没有

什么比这个更让人着迷了。当我们与人性角力以期发现它背后的隐秘

时，可以把自己的想法与发现形成理论。理论（theory）是一套原则

的整合，它们可以对所观察到的事件进行解释与预测。理论是科学的

简略表达方式。

在日常交谈中，“理论”常常指“离事实还有些距离”——是从

猜测到理论再到事实的信心阶梯上中间的那一格。因此，人们可能把

达尔文的进化论仅当做一种理论。实际上，“进化论只是一种理论，

地心引力论也只是一种理论，”美国高级科学联合会首席长官艾伦·

莱施纳（Leshner， 2005）如是说。人们常常认为地心引力论是事



实，但是，事实其实是“当我们扔掉钥匙时，它落向地面”。地心引

力论是对这些可见现象的一种理论解释。

但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事实和理论完全是两回事。事实是对我

们所观察到的一切达成了共识的陈述，而理论则是对事实进行总结与

解释的观点。正如朱尔斯·亨利·彭加勒所言：“科学由事实构建，

就如房屋由砖头搭建，”“但一堆事实并非就是科学，就如一堆砖头

并非一幢房屋一样。”

理论不仅可以进行总结，同时它还隐含可验证的预测，这些预测

被称为假设（hypotheses）。假设有几种不同的功能。首先，我们可

以以证伪的方式来验证某理论。其次，预测可以为研究指明方向，有

时假设会让研究者将目光投向他们从未考虑过的领域。再次，对于一

个出色的理论来说，其预测性也使得它颇有应用价值。举例来说，一

个完整的攻击理论可以预测出何时会发生攻击行为，这种行为又该如

何控制。就像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奠基者库尔特·勒温所断言的那样：

“没有什么能比一种出色的理论更实用。”

请想象一下理论是如何构建的。比如，我们观察到当处在团体或

人群中时，人们通常会变得十分暴躁，具有攻击性。由此我们或许可

以提出这样的理论：成为团体中的一员使个体体会到了一种匿名感，

从而降低了自我控制。我们如何能够验证这一理论呢？或许我们可以

构想一项实验室实验（我正在检验这一理论），模拟电椅实施酷刑的

场面。如果我们让一群人对一个无助的“受害者”实施惩罚性电击，

但并没有人知道究竟是谁实施了电击，结果会是什么样子？这些人是

否会如我们的理论所预测的那样，相比只让自己一个人实施电击而

言，当一群人一起实施电击时，每个人是否会对“受害者”实施更强

的电击？



我们也可以控制匿名性这个变量：如果人们藏在面具后面，他们

是否会对“受害者”实施更强的电击？如果实验结果证实了我们的假

设，它们同时也提示我们该理论可能具有的应用价值。如果警察佩戴

醒目的警牌，开着写有可辨认身份的巨大数字的警车，或者录像记录

他们拘捕的过程，那么警察暴力行为或许就会减少。而事实上，现在

许多城市已经实施了上述措施。

但是，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哪一个理论更好呢？一个好的理论应该

具有以下特征：

● 能有效概括大量的观察结果；

● 能做出清晰的预测，以便于我们：

○ 确证或修正理论；

○ 激发新的探索；

○ 指出可能的应用方向。

当我们将某种理论扔进废纸篓时，并非因为经证明它是错误的。

更确切地说，它们就像是旧汽车一样，需要用更新、更好的型号来替

代。

相关研究：探寻自然的联系

你会在以后章节的阅读中逐渐领会大多数你将要学到的社会心理

学的研究方法。不过，让我们先到幕后概览一下社会心理学是如何进

行研究的。幕后的匆匆一瞥可能刚好让你能够欣赏随后将要讨论的一

些发现，而对研究逻辑的理解，能让你对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社会事

件做出正确的判断。



社会心理学研究随场所的不同而不同。研究既可以在实验室进行

（在控制条件下），也可以在现场进行（日常生活场景中），称为现

场研究（field research）。并且，它也随研究方法的不同而不同：

可以是相关研究（correlational research）（探寻两个或多个因素

之间的自然关系），或是实验研究（experimental research）（通过

操纵一些因素来考察它们对其他因素的影响）。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对

报纸和杂志上所发表的心理学研究论文有着良好判断力的读者，那么

弄清相关研究与实验研究的区别是十分必要的。

让我们先通过一些真实的例子来考察一下相关研究的优势（通常

涉及自然场景中包含的重要变量），以及它的劣势（对于因果关系的

解释较为模糊）。现在的心理学家正在把个人和社会因素与人类健康

联系在一起。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包括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的道格拉

斯·卡罗尔，以及他的同事乔治·戴维·史密斯和保罗·贝内特

（Carroll， Smith & Bennett， 1994）等人。在对社会经济地位与

健康关系的研究中，研究者们“闯入”了格拉斯哥的一个古老墓园。

他们记下了墓碑上843个人的寿命，把寿命作为衡量健康的一个标准。

他们还测量了墓碑的高度，假设墓碑高度可以反映出墓地的造价，而

造价则可以反映出富足程度，由此把墓碑高度作为衡量地位高低的一

个标准。如图1-1所示，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墓碑越高，寿命越长。



图1-1

地位与长寿的相关。在那些纪念逝者的墓地中，墓碑越高，“主人”寿命越长。

卡罗尔及其同事报告了关于地位与寿命之间的关系，其他研究者

使用这个年代的数据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人口密度最低失业率也最

低的苏格兰地区的人的平均寿命也最长。在美国，寿命与收入有关

（更穷、更底层的人更有可能早逝）。在英国，现代人的寿命与职业

地位有关。有一项对17 350个英国公务员进行的长达10年的跟踪研究

发现，与高级的行政官员相比，那些专职行政人员的死亡率是前者的

1.6倍。文书和劳工的死亡率则分别是行政官员的2.2倍和2.7倍

（Adler & others， 1993， 1994）。跨越不同的时空，地位与健康

之间的相关关系似乎是可信的。



相关和因果

地位与寿命的例子很好地说明了作为业余爱好者的外行与专业的

社会心理学家可能都会犯的、也是最无法抗拒的思维错误：当两类因

素，如地位与健康，放在一起时，很可能会得出一个因素影响另一个

因素的结论！我们可以假设，地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保护某人不受疾

病的威胁。或者，反过来也会成立吗？或许是健康促进了活力与成

功。或许那些寿命长的人积累了更多的财富（使得他们能够拥有造价

更高的墓碑）。又或者在两者的关系中存在第三个变量，例如饮食

（富裕的人与工薪阶层的人吃的东西是否不一样）。相关表明两者之

间存在一种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一定是因果关系。相关研究可以预

测变量的关系，但它并不表明改变一个变量（例如社会地位）将会导

致另一个变量的改变（比如说健康水平）。

在大众心理学颇为混乱的思维背后便是相关与因果的混淆。再来

看看另一个真实的相关——自尊与学业成绩。那些高自尊的孩子往往

有较好的学习成绩。（就像任何一种相关一样，我们也可以反过来陈

述：学业成绩更高的人具有更高的自尊。）你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假

定？

有些人认为“健康的自我概念”有利于个体成就的获得。那么，

提升孩子的自我形象便可能会提高其学习成绩。正是相信了这一点，

美国的30个州颁布了170多条增强个体自尊的条例。

但是还有一些人，其中包括心理学家威廉·戴蒙（Damon，

1995）、罗宾·道斯（Dawes， 1994）、马克·利里（Leary，

1998）、马丁·塞利格曼（Seligman，1994， 2002）以及罗伊·鲍迈

斯特及其同事（Baumeister & others， 2003， 2005），他们对自尊

是否真的是一块保护孩子不受学业失败（或是毒品滥用及少年犯罪）

影响的盾牌表示怀疑。或许，事实是相反的：可能是问题与失败导致



了低自尊。也可能是自尊往往反映了我们的真实状况。抑或自尊源于

拼搏之后的成就感。干得好，你就会自我感觉良好；干得不好，你就

会觉得自己是个傻瓜。一项对635名挪威学生的研究发现，拼写图表上

个人名下的一列金色星星（通过正当努力获得的）以及令人敬仰的老

师不断给予的褒奖，可以提高一个孩子的自尊心（Skaalvik &

Hagtvet， 1990）。或许，正如一项对近6 000名德国七年级学生所做

的实验表明的那样，自尊与学业成绩之间的交互关系可能是双向的

（Trautwein & L dtke，2006）。

还有一种可能是，自尊与成就之所以相关，是因为两者都与潜在

的智力水平和家庭社会地位等因素有关。有两项研究支持这一可能

性：其中一项研究的样本是1 600名美国男性青年，另一项研究的样本

为715个明尼苏达青少年（Bachman & O’Malley， 1977；Maruyama &

others， 1981）。当研究者运用统计方法去除智力与家庭地位的影响

效应后，自尊与成就之间的相关也就不存在了。

相关研究的巨大优势在于，它通常发生在真实的场景中，在这些

真实情境中，我们可以考察诸如种族、性别、社会地位等难以在实验

室中操纵的变量。这种研究方法的最大劣势在于研究结果的模糊性。

这一点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你在耳提面命了25次也没能听进去之后，

还是要重复第26次：两个变量之间共同变化（相关）可以使我们运用

一个变量对另一个变量进行预测，但是相关却并不能清楚解释因果关

系。

实验研究：探寻因果关系

由于在自然相关的事物间辨别因果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促

使大多数社会心理学家在切实可行而又不违背伦理道德标准的情况

下，模拟日常生活创造实验情境。这些模拟场景与航空学中的风力甬



道有几分相似。一开始，航天工程师们并非在复杂多样的自然环境中

对各种飞行物体进行观察。航空环境与飞行物体两者本身的多变性实

在是太复杂。于是，他们便构建了一种虚拟现实。这样一来，他们就

可以控制风力条件和机翼结构。

控制：变量的操纵

就像航天工程师一样，社会心理学家也进行实验研究，只不过这

些实验是模拟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特征。通过一次改变一个或两个

因素，即所谓的自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s），实验者探察它们

对结果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正如风力甬道帮助航天工程师发现航天动

力学的基本原理一样，实验使社会心理学家得以发现社会思维、社会

影响以及社会关系的基本原则。

回顾历史，社会心理学家在其大约四分之三的研究中都采用了实

验法（Higbee & others， 1982），而超过三分之二的研究地点是实

验室（Adair & others， 1985）。为了说明什么是实验室研究，我们

来分析“看电视与儿童行为之间的相关”的研究，这个经典的实验可

以对看电视与儿童行为之间的关系做出因果解释。

儿童观看的暴力电视节目越多，他们就会表现出越严重的攻击倾

向。儿童是在模仿他们从荧屏上看到的行为吗？我希望你们现在已经

辨别出，这只是一个相关研究。图1-2提醒我们，可能存在另外两种因

果关系解释。（它们分别是什么？）

因此，社会心理学家把看电视搬进了实验室，控制儿童观看暴力

节目的数量。通过让儿童观看暴力节目或非暴力节目，研究者可以观

察暴力节目的数量对儿童行为产生的影响。克里斯·博亚特兹及其同

事（Boyzatzis & others， 1995）给一群小学生（而非其他人群）放

映了一集《恐龙战队》，它是20世纪90年代最流行且最暴力的儿童电



视节目。在观看完电视节目之后，这些儿童在每两分钟的间隔内所表

现出的暴力行为的数量是未观看节目儿童的7倍。我们将那些被观察到

的暴力行为称为因变量（dependent variable）。这类实验表明，电

视节目可能是导致儿童暴力行为的原因之一。

至此我们发现，实验研究的逻辑十分简单：通过建构并控制一个

模拟的现实世界，我们可以改变一个因素，再改变另一个因素，从而

发现这些因素如何单独或联合起作用，对人们产生影响。现在我们更

深入一步，来了解一下如何做实验。

图1-2

随机分配。将实验参与者随机分配到接受实验处理的实验条件之下，或是不接受实

验处理的控制条件之下。这就给了研究者自信：之后两组间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是

由实验处理造成的。

任何一个社会心理学实验都有两个必不可少的组成成分。以上我

们仅仅考虑了其中一部分——控制，即我们在操纵一个或更多自变量

的同时，也应该尽量使其他因素保持不变。而第二部分则是随机分

配。



随机分配：重要的平衡仪

让我们先来回忆一下，在相关研究的层面上，我们并不想假定肥

胖导致了较低的社会地位（由于歧视的作用），或者观看暴力场景导

致了攻击行为。一个调查研究者可能先去测量某些因素，然后运用统

计方法剔除其他可能的相关因素，再回过头来看最初的相关是否仍然

存在。但是，没有人能控制可以区分肥胖人群与非肥胖人群、观看暴

力节目者与不观看暴力节目者的所有因素。可能那些观看暴力节目

者，在教育水平、文化背景、智力水平甚至在研究者未考虑到的数十

个因素上都会存在差异。

随机分配（random assignment）一下子便消除了这些额外因素的

干扰。通过随机分配，每个人观看暴力节目的机会是相等的。这样一

来，两组人将在其他任何可能的变量上（家庭地位、智力水平、教育

程度以及初始攻击水平等方面）具有相同的平均水平。比如，高智商

的人在两组中出现的机会应该是相等的。由于随机分配创建了两个同

质的组，之后两组间出现的暴力行为差异就可以归因为惟一可以区分

两组的那个因素上：参与者是否观看了暴力节目（图1-2）。

实验研究的伦理道德问题

有关电视节目的实验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什么有些实验在

伦理道德问题上备受关注。社会心理学家不会让一组儿童长期观看暴

力电视节目。他们只是在短时间内改变人们的社会经历，然后记录这

种改变的影响。有些时候，实验处理是无害的，甚至是相当愉悦的，

参加实验的人表示同意。但有些时候，研究者发现他们正处于无害与

冒险之间的灰色地带。

当社会心理学家设计那些引发个体强烈的思想与情感的实验时，

他们常常冒险游走在道德灰色地带中。实验并不一定要符合阿伦森、



玛里琳·布鲁尔和梅瑞尔·卡尔史密斯（Aronson，Brewer，&

Carlsmith，1985）所称的现世实在论（mundane realism），即实验

行为（举例来说，将实施电击作为研究攻击行为实验的一部分）并非

要与真实生活中的行为一模一样。对于许多研究者来说，那是一种日

常的写实主义，并不那么重要。但是实验应该符合实验现实主义

（experimental realism），即让参与实验的人真实地投入实验中。

研究者并不希望参与者有意识地去表演，或是应付了事；实验需要真

实心理过程的参与。举例来说，迫使参与者选择给予他人重度还是中

度电击的确是衡量攻击行为的一个现实标准。它确实起到了模拟真实

攻击行为的作用。

为了做到实验现实主义，研究者有时候需要编个可信的故事来

“蒙骗”参与者。例如在隔壁房间的人其实并没有受到电击，但研究

者并不希望参与者知道这一点，否则就会将实验现实主义毁于一旦。

基于这一考虑，大约有三分之一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尽管这个数字呈

现出了下降趋势）在探寻真理的实验中使用了欺骗手段（Korn &

Nicks， 1993；Vitelli， 1988）。

在设计那些会牵涉到伦理道德问题的实验时，研究者常常像是在

走钢丝。意识到你正在伤害某些人，或是被置于强大的社会压力下，

都可能会引起暂时的不快。这类实验又将那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提了出

来：这一切值得吗？比起真实生活和“坦率的镜头”、真人秀电视节

目中的歪曲，社会心理学家研究中使用的欺骗要短暂与温和得多。

（一个网络真人秀节目欺骗了参与节目的女性，让她们为了一个英俊

的“百万富翁”而竞争，但那个百万富翁实际上只是一个普通工

人。）

大学道德委员会会评估社会心理学研究，以保证研究人道地对待

人们，并且暂时的欺骗或痛苦是值得的。美国心理学会（2002年）、



加拿大心理学会（2000年）以及英国心理学协会（2000年）颁布的道

德原则，严格要求研究者做到如下几点：

● 尽可能告知参与者与实验有关的情况，保证参与者的知情同意

（informed consent）。

● 真诚。只有必要且实验目的的确非常重要时，才允许使用欺骗

手段。不能出于“这会影响参与者的参与意愿”的考虑来使用欺骗手

段。

● 保护参与者（和旁观者，如果有的话）不受伤害，不给参与者

带来严重不适。

● 对参与者的个人信息保密。向参与者做出事后解释。在实验之

后就向参与者作全面解释，包括所使用的欺骗手段。但如果反馈可能

会给参与者带来痛苦或困扰，例如使他们意识到自己曾表现得很愚蠢

或很残忍时，可以不做事后解释。

研究者必须提供充分的信息且考虑周到，确保参与者离开时的心

情至少与来之前同样愉快。如果参与者由于学到什么而有所获益的

话，那就更好了。当参与者得到尊重时，他们中很少有人会因自己被

欺骗而耿耿于怀（Epley & Huff，1998；Kimmel， 1998）。事实上，

就像那些为社会心理学辩护的人所言，教授们举办考试给学生带来的

焦虑与痛苦，比研究者在实验中引发的焦虑要严重得多。

从实验室推广到生活

就像研究儿童、电视节目与暴力行为的实验研究所揭示的那样，

社会心理学将日常生活的经历与实验室的分析融合到了一起。在整本

书中，我们都会这么做。我们所用的绝大多数数据都来自于实验室研



究，而绝大多数的例证则来自日常生活。社会心理学揭示了实验室研

究与现实生活之间的有益互动。来自生活的灵感常会激发实验室研

究，而研究又加深了我们对自己经历的理解。

这种相互影响在儿童观看电视节目的实验中已有所体现。人们在

日常生活中的经历为相关研究指出了方向，而相关研究又进一步指引

了实验研究的方向。那些有能力进行变革的电视节目与政府政策的制

定者们，现在已经意识到了电视节目的影响力。无论是在实验室还是

在现实生活中，有关电视影响力的研究都得到了颇为一致的结论，这

些研究涉及助人行为、领导风格、抑郁以及自我效能感等方面。实验

室中发现的效应是现实生活的写照。克雷格·安德森及其同事

（Anderson & others， 1999）指出：“一般来说，心理学实验得到

的是真实的心理过程，而绝非琐事。”

然而，在从实验室推论到现实生活时，我们仍需抱着谨慎的态

度。尽管实验室揭示了人类存在的基本动力系统，但它仍然是一个简

化了的、受控制的环境。它可以告诉我们当其他条件都保持不变时，

变量X会产生怎样的效应；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个前提是不存在的。除

此之外，正如你将会看到的那样，许多参与者都是大学生。尽管这可

能会帮助你了解他们，但大学生群体远非是整个人类的一个随机样

本。如果我们选取不同年龄、不同教育水平以及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还会得出同样的结果吗？这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够把人类思维和行动的内容（例如态度）

与思维和行动的过程（例如，态度与行为如何互相影响）区别开来

的。在不同的文化下，思维与行动的内容比其过程要多样化。不同文

化背景的人群可能持有不同的观点，但这些观点的形成过程却很相

似。例如，与美国本土大学生相比，波多黎各的大学生所报告的孤独



感更强烈。然而，在两种不同的文化中，孤独感的成分却十分类似

——羞怯、缺乏生活目标以及低自尊（Jones & Others， 1985）。

尽管我们的行为可能千差万别，但却受同样的社会因素的影响。

在千差万别的表象之下，我们之间有更多的相似而非差异。

模块2 你早就知道了吗

任何事物一经解释，都似乎稀松平常了。

——华生医生对夏洛克·福尔摩斯如是说

社会心理学关乎每个人的生活，它一直就在你的身边。数百年

来，哲学家、小说家和诗人都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对社会行为进行诸

多观察和评论。每天，人们都在观察、解释和影响着他人的行为。本

书所陈述的许多结论人们都已经想到过，因而不足为奇。那么社会心

理学仅仅是描述了对大多数人而言显而易见的事实吗？

作家卡仑·墨菲（Murphy， 1990）持这样的观点：“社会科学家

日复一日地深入探索这个世界，他们也日复一日地发现人们的行为与

所料想的丝毫不差。”近半个世纪之前，历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爵

士（Schlesinger, 1949）就社会学家对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士兵的研

究进行了类似的嘲讽。社会学家保罗·拉扎斯菲尔德（Lazarsfeld，

1949）回顾了这些研究并提供了一份解释性评论的样例，我把其中一

部分列举如下：

1. 受过良好教育的士兵比受教育水平低的士兵在适应方面遇到了

更多问题。（比起那些“社会”大学的毕业生，知识分子更加不适应

战斗带来的焦虑。）



2. 南方士兵比北方士兵更能适应炎热的南海岛屿气候。（南方人

更适应炎热的气候。）

3. 白人士兵比黑人士兵更热衷于晋升。（多年的压迫会降低成就

动机。）

4. 南方的黑人士兵更喜欢来自南方的长官而非来自北方的。（因

为南方长官更习惯与黑人打交道，也更有技巧。）

当你阅读以上结论时，你是否觉得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常识？如

果是这样的话，你可能会惊讶于拉扎斯菲尔德接下来的话：“这些陈

述中的任何一条恰恰与实际发现的相反。”事实上，研究发现教育水

平较低的士兵适应性更差。南方人并不比北方人更能适应热带气候。

黑人士兵更热衷于晋升，等等。“如果我们一开始就给出了真正的研

究结论（正如施莱辛格所感觉到的那样），读者也许会认为这些事实

‘显而易见’。”

常识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在知道事实真相之后才想起它的存

在。事后聪明总比先见之明来得容易。有实验表明，当得知实验结果

时，人们便突然觉得实验结果不是那么令人惊讶，至少相对于那些得

知实验程序或实验预期结果的人们而言是这样（ Slovic &

Fischhoff， 1977）。

同样，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常体验那种事后聪明。须臾间，我

们因突然洞察了使事物得以发生的种种力量而不觉得惊诧了。不仅如

此，我们还可能记错自己先前的观点（Blank & others， 2008）。我

们对将来事物的预见性判断可能出现错误，这种错误与对过去的错误

记忆共同导致了事后聪明式偏见（hindsight bias，也被称为我早就

知道了现象）。



因此，在大选或股市震荡发生之后，大多数的评论员对此并不感

到意外：“该是整顿市场的时候了。”2005年，在由飓风卡特里娜号

引发的新奥尔良大洪水之后，人们认为政府早该预测到这一情形：研

究防洪大堤的承受力。统计数字显示，大多数居民没有汽车，也负担

不起运输和住在城外的费用，对暴风强度的气象预报也清晰地预示着

政府急需把安全措施和救济物品安置到位。就像丹麦哲学家、神学家

索伦·克尔凯郭尔所说的那样：“生活是正着来活，却是倒着去理

解。”

如果这个事后聪明式偏见深入人心的话，你可能就会感到自己早

已知道这个现象。的确，几乎绝大多数心理学实验所得出的可信结论

看起来都有些像常识，当然，这都是在你知道结果之后。

你可以尝试自己证明一下这个现象。找一组人，告诉其中一半人

一种心理学发现，告诉另一半相反的结果。例如，告诉其中一半人：

社会心理学家发现，无论是择友还是坠入爱河，那些性格与我们

不同的人对我们最有吸引力。古语说得好：“异性相吸。”

而告知另一半人：

社会心理学家发现，无论是择友还是坠入爱河，那些性格与我们

相似的人对我们最有吸引力。古语说得好：“物以类聚，人以群

分。”

先让人们解释这个结论，然后问他们是否对此感到诧异。无论他

们被告知的是哪种结论，我们可以发现，他们都能很好地解释自己的

那个结论，并且都不感到惊讶。

事实上，几乎任何结论都会因谚语格言的解释而变成常识。假如

社会心理学家报告分离加深爱意，甲便回答道：“你就靠这个混饭



吃？谁都知道‘小别胜新婚’。”如果结果表明分离会浇熄爱火，乙

便回答道：“我外婆都可以告诉你‘人走茶凉’。”

当卡尔·泰根（Teigen， 1986）让英国莱斯特大学的学生来评价

格言与其对立面时，他一定乐了好一阵子。当看到格言“恐惧比爱强

大”时，大多数人认为此言不差；但对于其反面“爱比恐惧强大”，

学生们也作出了同样的评价。类似地，人们对真正的谚语“堕落的人

不能帮助另一个堕落的人”给予很高的评价，而对其反面“堕落的人

能够帮助另一个堕落的人”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不过，我最欣赏的

两句得到普遍认同的谚语是：“智者造箴言，愚者重复之”（真正的

谚语）和杜撰的语句“愚者造箴言，智者重复之”。

事后聪明式偏见给许多心理系学生带来了麻烦。有些时候，结果

的确出人意料（例如，比起银牌获得者来说，奥运会铜牌获得者对自

己的成绩更为满意）。更多的时候，你在教科书上学到的实验结论，

它们看上去很容易，甚至显而易见。而之后当你进行多项选择测验

时，面对多个看上去颇为可信的答案，任务难度会大大增加。备受打

击的学生不免抱怨：“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我还以为自己都明白

了。”

“我早就知道了”这一现象可能还会带来致命的后果。它可能令

我们妄自尊大，高估了自己的智慧。不仅如此，由于结果看起来似乎

具有预见性，所以我们更倾向于为那些事后看起来“显而易见”的错

误决策而责备决策者，却并不因那些同样“显而易见”的正确决策去

褒奖决策者。

从“9·11”那天早晨后开始回溯，指向灾难的种种信号看起来似

乎非常明显。一份美国参议院的调查报告列出了这些被人忽视或被人

误解的线索（Gladwell，2003）。其中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知道基

地组织的爪牙已经潜入了境内。一个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情报员呈给总



部的一份备忘录是以这样的警告开头的：“联邦调查局和纽约市，本

·拉登可能会将学生送到美国参加民办航空院校的联合行动。”联邦

调查局忽视了这份准确的预警，也未能把它和其他一些预见恐怖分子

可能会使用飞机作为武器的报告联系在一起。总统在度假期间收到一

份名为“本·拉登决定袭击美国”的每日简报。“这些该死的笨

蛋！”这看上去就是事后聪明式偏见，“他们怎么就没把所有这些线

索串联起来？”

但就事后看来十分清晰明了的事情而言，事前却没有那么清晰可

辨。情报机关里充斥着大量的“噪音”——在点滴有用信息的周围是

堆积如山的无用信息。分析家们为此不得不就继续调查什么样的问题

做出选择，而且只有当一条线索得到继续追踪后，才有机会使其与其

他相关线索联系起来。在“9·11”之前的六年中，联邦调查局的反恐

怖机构有68 000件事情毫无头绪。在事后聪明者眼中，那些极少的有

用信息现在看起来是如此明显。

在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余波未平之际，很显然，政府的调控人员

应该采取措施对抗那些倒霉的银行的贷款业务。但这些显而易见的事

后聪明对美国的首席调控专家艾伦·格林斯潘来说却是不可预见的。

当经济崩溃的时候，这位美联储主席正处于“难以置信的震惊”状

态。

我们有时也会为自己所犯的“愚蠢错误”（没能更好地与人相

处，或是没能更好地应对事情）而自责不已。当回头看时，我们就知

道当初到底应该怎么做了。“我早就该想到期末的时候会有多忙，早

就该开始写论文了。”但有时候我们会对自己过分苛刻。我们忘记了

事后看来显而易见的事情在当时并非那么明显。

当内科医生得知病人的症状与死因时（解剖得出的结论），有时

会颇为疑惑：怎么会做出如此不正确的诊断？其他那些只得知症状的



内科医生并没有觉得错误的诊断如此明显（Dawson & others，

1988）。倘若迫使陪审团从先见而非后见的角度出发，他们给玩忽职

守者评定过失时是否会有所迟疑？

那么，我们应该得出怎样的结论：难道常识通常是错误的？有些

时候的确如此。另外一些时候，常识是正确的，或者说正反两面都有

道理：幸福是得知真相还是沉迷幻想？是与人共处还是离群索居？观

点之多如大海之浩瀚，无论我们发现了什么，总有人对此有所预见。

（马克·吐温曾经开玩笑说，亚当是惟一在口吐莲花之后还能确信自

己是“天下第一人”的人。）但在众多争论中，哪一个最符合现实

呢？科学研究可以清楚地说明在何种情况下常识是有效的。

问题是，常识并非总是错误的。更确切地说，常识总在事后证明

是正确的。这样一来，我们便免不了误以为，我们现在知道的和过去

知道的，比我们现在能做的和过去已经做的要多。而这恰恰是我们需

要科学的理由：帮助我们区分真实与幻相，区分真正的预测与简单的

事后聪明。



第二编 社会思维

本书揭示了一些与社会心理学相关的定义：有关我们彼此间如何

思考（第二编）、如何相互影响（第三编）以及如何彼此联系（第四

编）的科学研究。

在关于“社会思维”的这些模块中，我们考察了个体的自我感觉

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例如，揭示了自利如何影响我

们的社会判断。

随后的模块探索了我们对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形成信念的方式，

这些方式令人惊讶，有时又相当有趣。我们拥有相当出色的直觉能力

（也就是社会心理学家所说的自动化信息加工），然而，用至少一半

这样的方式，我们的直觉通常会让我们感到失望。懂得这些方式不仅

可以让我们变得谦逊，而且有助于我们保持思维敏捷，并让思维更接

近现实。

我们将探寻态度和行为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我们的态度决定了我

们的行为？还是我们的行为决定了我们的态度？抑或是兼而有之？

最后，我们将把这些概念和研究成果应用于临床心理学，不仅向

大家说明临床直觉可能误入歧途的一面，而且向大家展示社会心理学

家如何为临床医生对抑郁、孤独和焦虑的解释和治疗提供帮助。

模块3[1] 自我概念：我是谁



在当今的心理学界，自我是被研究得最多的主题，对任何主题的

重视程度都无法超越它。在2008年的PsycINFO（心理学研究的在线文

献库）中，有10 328本书和文章摘要中出现了“自我”这个词条——

这一数字是1970年的12倍。我们如何认识我们自己？我们能多准确地

认识自己？什么决定了我们的自我概念？

我们世界的核心：我们的自我感觉

你可以用多种方式来完成下面这个句子“我是______”。（你可

能会给出哪五种答案呢？）把这些答案综合起来，就是你的自我概念

（self-concept）。

一个人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自我。你知道自己是谁，自己的性别，

了解自己的感受和记忆。

你的自我概念构成要素以及定义你的自我的那些特殊信念就是你

的自我图式（self-schemas）（Markus & Wurf， 1987）。图式是我

们组织自己所处世界的心理模式。我们的自我图式也就是对自己的认

识，比如身强力壮的、超重的、聪明的，等等，它强烈地影响着我们

对社会信息的加工。这会影响我们如何感知、回忆和评价他人和自

己。如果体育运动是你的核心自我概念（假如成为一名运动员是你自

我图式的一部分），你就会特别注意别人的身体和技巧。你可能会很

快地回忆出与运动有关的经验，而且你会特别记住与自我图式一致的

信息（Kihlstrom & Cantor，1984）。自我图式构成了我们的自我概

念，它可以帮我们分类和提取经验。

我们的自我感觉是我们生活的中心，即我们倾向于把自己看做舞

台的中心，从而高估他人对我们的关注程度。例如，我们会高估我们

惹人注意的程度。这种聚光灯效应（spotlight effect）意味着，我



们往往会把自己看做一切的中心，并且直觉地高估别人对我们的关注

度。

托马斯·吉洛维奇、维多利亚·麦维琪和肯尼斯·萨维斯基

（Gilovich， Medvec，& Savitsky， 2000）证实了这种聚光灯效应

的存在。他们让康奈尔大学的学生穿上Barry Manilow牌子的T恤，然

后进入一个还有其他学生的教室。穿此T恤的学生猜测，大约一半的同

学会注意到这件T恤，而实际上只有23%的人注意到。

这种“聚光灯效应”不仅适用于我们另类的衣着和糟糕的发型，

而且还适用于我们的情绪：焦虑、愤怒、厌烦、欺骗或吸引力

（Gilovich & others， 1998）。实际注意到我们的人比我们认为的

要少。我们总能敏锐地觉察自己的情绪，于是就常常产生一种透明度

错觉，即他人能一目了然我们的情绪。同样，我们也会高估自己的社

交失误和公众心理疏忽。但是研究发现，我们所遭受的这些烦恼，别

人通常注意不到，即使注意到也可能很快就会忘记（Savitsky &

others， 2001）。我们的自我意识程度越强，就会越信奉这种透明度

错觉（illusion of transparency）（Vorauer & Ross， 1999）。

自我与文化

你是如何完成前文中“我是_______”这个句子的？你给出的是你

个人特点的信息，例如“我很正直”、“我很高”或“我很外向”，

还是描述你的社会同一性的信息，例如“我是双鱼座的”、“我是快

餐爱好者”或“我是基督教徒”？

对于某些人群而言（特别是那些西方工业文化中的人），个人主

义（individualism）十分盛行，身份更多是独立的。青春期是与父母

分离的时期，个体开始依靠自己，并且开始定义个人独立的自我。即



便个体来到一片陌生的土地上，他的特性——作为有特殊能力、特

点、价值和梦想的独特个体——也会完整地保留下来。西方文化中的

心理学假定，定义你的可能自我，并相信你具有很强的自我控制能

力，这会使你的生活富足。西方文学，从《伊利亚特》到《哈克贝利

·费恩历险记》，大都赞美那些依靠自己成功的人。电影专门描写那

些反抗制度的英雄。歌词中也常常鼓吹：“我行我素”、“我是我自

己”，并且推崇“至高无上的爱”——爱自己（Schoeneman，

1994）。当人们经历过富裕、地位改变、城市化和大众传媒后，个人

主义开始迅速发展起来（Freeman，  1997；Marshall， 1997；

Triandis， 1994）。

而亚洲、非 洲和中南美地区的本土文化则把集体主义

（collectivism）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这种文化孕育了相互依存的

自我（interdependent self）（Kitayama & Markus，1995）。这些

文化中的人们喜欢进行自我批评，却很少自我肯定（Heine &

others， 1999）。马来西亚人、印度人、日本人和传统的肯尼亚人

（例如马赛人），比澳大利亚人、美国人和英国人更可能用群体特性

来填充“我是_____”的句子（Kanagawa & others， 2001；Ma &

Schoeneman， 1997）。集体主义国家的人们在聊天时很少使用代词

“我”（Kanagawa & Kashima， 1998， 2003）。当语法或上下文能

够清楚地表明主语时，个体会说“去看电影”，而不说“我去看电

影”。

将文化鲜明地分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似乎过于简单化了，因为

任何文化中的个人主义都会在不同的个体之间有所差异（Oyserman &

others， 2002a，2002b）。有个人主义的中国人，也有集体主义的美

国人，并且其中的大多数有时表现出无私，有时表现出自私

（Bandura， 2004）。这种差异同样存在于同一国家的不同区域以及

不同的政治观点之间。在美国，夏威夷人和住在最南部的人，要比那



些西部山区比如俄勒冈州和蒙大拿州的人表现得更为集体主义

（Vandello & Cohen， 1999）。保守派倾向于成为经济上的个人主义

者（“不要征税或管制我”）和道德上的集体主义者（“制定法律来

约束不道德行为”）；而自由主义者则倾向于成为经济上的集体主义

者（支持全民健康保障）和道德上的个人主义者（“别拿法律来约束

我”）。尽管存在很多个体和亚文化差异，研究者们还是继续把个人

主义和集体主义作为文化变量进行研究（Schimmack & others，

2005）。

如果你生长在西方文化下，别人会告诉你，你可以通过自己的作

品、所做的决策、购买的商品甚至刺青和身体穿孔来“表现自己”。

当被问及语言的作用时，美国学生更可能提及它的自我表达功能；而

韩国学生却注重语言如何促进与他人的交流。美国学生也更倾向于把

他们的选择视做表现自己的方式，并且会更加积极地评价自己的选择

（Kim & Sherman， 2007）。金和马库斯（Kim & Markus，1999）指

出，个性化的广告板（“无咖啡因咖啡、单份的、小量的、高热

量”）在北美的咖啡店里看起来很正常，但是在汉城就显得有些怪异

了。韩国人不太重视表达自己的独特性，而更重视传统文化和分享行

为（Choi & Choi， 2002）。韩国的广告倾向于表现众人在一起，极

少强调个人的选择和自由（Markus， 2001；Morling & Lamoreaux，

2008）。



图3-1

独立的或互相依赖的自我建构。独立的自我承认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但互相依赖的

自我会更深入地融入他人（Markus & Kitayama， 1991）。

表3-1　自我概念：独立或互相依赖

一个具有相互依赖自我的人会有更强烈的归属感。当相互依赖型

的人与家人、同事和朋友完全分开后，会失去那些定义自我的社会联

系。他们并非只有一个自我，而是有很多个自我：与父母相处时的自

我以及工作时的自我、与朋友一起时的自我（Cross & others，



1992）。如图3-1和表3-1所示，相互依赖型的自我存在于社会关系

中。袒露心声的交流比较少，大多是礼貌性交谈（Holtgraves，

1997），并且人们更多聚焦于寻求社会支持（Lalwani & others，

2006）。社会生活目标不是为了提升个体自我，而是协调并支持其所

在的群体。

文化与自尊

在集体主义文化中，自尊与“别人怎么评价我和我的群体”密切

相关。自我概念具有可延展性（与特定的情境有关）而不是固定不变

的（跨情境的持久性）。在一项研究中，有五分之四的加拿大学生认

为自己在不同活动领域里仍然保持了自我（内在自我），而中国与日

本学生的这一比例则仅为三分之一（Tafarodi & others， 2004）。

在个人主义文化中，个体的自尊更多是个人的而不是关系的。对

个人特性的威胁会比对群体特性的威胁更让人感到气愤和郁闷

（Gaertner & others， 1999）。

现在请你想象一下，集体主义文化中的日本大学生和个人主义的

美国大学生会如何报告他们的积极情绪，比如高兴和得意？研究发现

（Kitayama & Markus，2000），对于日本学生来说，高兴伴随积极的

社会交往而来——亲密感、友好和尊敬。而对美国学生而言，高兴通

常伴随解脱的情绪——效能感、出众和骄傲。集体主义文化中的冲突

常常发生在群体之间；而个人主义文化则会产生更多个体之间的争斗

（如犯罪或离婚）（Triandis， 2000）。

在美国进行了十年的教学和研究后，北山（Kitayama， 1999）访

问了他的日本母校——京都大学。当他介绍西方的独立自我的观点

时，研究生们感到“震惊”。“我坚持介绍西方的自我概念的观点

（我的美国学生直观理解的观点）并最终说服他们真的相信，很多美



国人对自我都有这种分离的想法。尽管如此，最后还是有一个学生深

深地叹息道，‘这确实是真的吗？’”

自我认识

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忠告我们：“认识你自己。”我们定当努力

为之。我们很快就形成了对自己的信念，而且在西方文化背景下，我

们可以毫不迟疑地解释我们的感受和行为表现。但是我们对自己真正

了解多少呢？

作家刘易斯（C. S. Lewis， 1952， pp. 18-19）写道：“在整

个宇宙中有一件事，而且只有一件，我们对之的了解比我们能从外部

观察学到的要多，这就是‘我们自己’。可以这么说，我们拥有内在

信息；我们知道内情。”当然，有时候我们以为自己知道，但是我们

的内在信息往往是错的。这就是一些令人着迷的研究不可避免的结

论。

解释我们的行为

你为什么会选择那所学校？你为什么要攻击室友？你为什么会爱

上他（她）？有时候我们知道原因，而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是为什么。

当问及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和表现时，我们会做出看似合理的

回答。然而，当原因有点微妙时，我们的自我解释常常是错误的。我

们会忽视一些重要因素，而夸大一些无关因素。研究发现，人们错误

地把雨天忧郁症归因为生活的空虚（Schwarz & Clore，1983），而且

人们都矢口否认媒体对自己的影响，但是却承认媒体会对他人产生影

响。

还有一些研究也发人深思。研究要求人们在两三个月的时间内每

天记录自己的心情（Stone & others，1985；Weiss & Brown，1976；



Wilson & others，1982）。同时，他们也记录了一些可能影响自己心

情的因素：星期几、天气、睡眠时间等等。研究最后要求人们判断每

个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自己的心情。即使他们把注意力放在日常

心情之上，他们对每个因素重要程度的认识与其实际的重要程度之间

并没有什么关系。例如，人们会认为他们周一的心情会更糟糕，而事

实上他们周一时的心情并不比其他工作日更差。这些发现给人们提出

了这样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我们对让自己高兴或不高兴的事情真正

有多少洞察力？正如吉尔伯特在《撞上快乐》中所说的：对于那些可

以使我们幸福的事情，我们通常是一个蹩脚的预言家（Gilbert，

2007）。

预测我们的行为

人们在预测他们的行为时同样会犯错。麦克唐纳和罗斯指出，约

会中的情侣往往过于乐观地预言他们的关系会天长地久。他们往往只

看到积极的方面，感觉他们肯定会是永远的恋人。而其朋友和家人常

常比他们有更好的了解（MacDonald & Ross， 1997）。在滑铁卢大学

开展的研究发现，学生对其室友恋爱持续时间的预测比对自己恋爱持

续时间的预测更准确。住院医师们一般不太擅长预测自己在外科手术

测试中的表现，但是同组的同事对彼此表现的预测却会出奇的精确

（Lutsky & others， 1993）。如果你恋爱了，你又想知道这段感情

会持续多久，那么不要问你的心，去问你的室友吧。如果你想预测你

的一些常规举动，例如你在打电话或看电视时笑的频率，你的亲密朋

友能给出最精确的评估（Vazire & Mehl， 2008）。

在行为预测中最常见的一个错误是低估我们完成一项任务的时间

[被称为规划谬误 （planning fallacy）]。波士顿的“大开挖”高速

公路建设项目原本设想会用10年，但是实际上却用了20年。悉尼歌剧

院预计会在6年内完工，但是却花了16年。一项研究让一些正在写毕业

论文的本科生预测他们多久能写完。最后发现，一般学生会比他们预



计的“最现实的”时间晚三周，而会比他们预计的“最糟糕的情况”

晚一周（Buehler & others， 2002）！但是，朋友和老师们却能够预

测出他们何时才能完成论文。就像你应该问你的朋友们，你的恋爱关

系能够维持多久一样，如果你想知道你什么时候能完成学期论文，那

就去问你的室友或妈妈吧。或者你可以像微软那样：经理们可能会无

意识地在软件开发者给出的预计完成时间上增加30%的时间，而如果项

目中涉及新的操作系统，就可能要增加50%的时间（Dunning，

2006）。

预测我们的感受

我们在做人生中的许多重大决定时，通常会考虑到未来的感受。

和这个人结婚能一辈子都幸福吗？进入这个行业会有满意的工作吗？

这次休假会是一次愉快的经历吗？抑或最后的结果更可能是离婚、失

业和令人失望的假期？

有时候我们知道自己会有怎样的感觉——如果我们考试不及格，

在大型比赛中获胜，或用半小时漫步来缓和我们的紧张情绪。我们知

道什么会让自己愉快，什么会让自己担忧或感觉无聊。当然有时候，

我们可能错误地预测自己的反应。如果在求职面试时被问起性骚扰的

问题，你会有什么感受，伍德茨卡和拉弗朗斯（Woodzicka &

LaFrance， 2001）调查的女性大都回答她们会感到愤怒。然而，当实

际问到这样的问题时，女性更多地体验到的是害怕。

“情感预测”的研究显示，人们很难预测自己未来情绪的强度和

持续时间（Wilson & Gilbert， 2003）。人们会错误地预测自己谈一

场浪漫的恋爱、收到礼物、输掉选举、赢得比赛和被侮辱后的感受

（Gilbert & Ebert， 2002；Loewenstein & Schkade， 1999）。下

面是一些例子：



● 向男青年呈现引发性唤起的图片，然后使之进入一个充满激情

的约会情境。在他们约会时要求他们“停止”，他们承认自己可能无

法停止。如果事先没有向他们呈现过引发性唤起的图片，他们更倾向

于否定其性侵犯的可能性。当没有性唤起时，个体很容易错误地预测

性唤起的人的感觉和行为——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性欲强烈时会冒出

意想不到的爱意表白，会容易意外受孕，以及性虐待者即使由衷发誓

痛改前非却一再侵犯他人的原因。

● 饥饿的购物者会比那些吃了许多蓝莓松糕的人有更强的购物冲

动（“那些油炸圈饼会很美味！”）（Gilbert & Wilson， 2000）。

当饥饿的时候，个体会错误地预测自己对油炸圈饼的食量。而当吃饱

了以后，个体会认为深夜喝牛奶时再吃个油炸圈饼就没那么美味——

当你已经吃了一两个的时候，购买的欲望会迅速下降。

● 失恋大学生经历的失落与烦恼会比他们所预期的要少

（Eastwick & others，2007）。他们的痛苦感只是延续到他们认为它

应该持续的时间，而心理打击并没有如他们想象的那么严重。欧洲运

动员几乎都会高估下一场比赛失利带来的糟糕心情（van Dijk &

others， 2008）。

● 人们预测，当像飓风一样的自然灾害发生时，死亡人数越多，

他们会越难过。而当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来袭之后，研究者发现，学

生们对死去50人或死去1 000人的感伤程度几乎没有差别（Dunn &

Ashton-James， 2008）。人们的悲伤是受什么影响呢？看受害者的图

片是最重要的影响方式之一。难怪灾难之后电视上的那些令人心酸画

面会对我们有如此之大的影响。

● 人们会高估暖冬、体重减轻、更多的电视频道或充裕的休闲时

间对自己的积极影响。甚至一些极端的事件，比如中了彩票或意外瘫

痪，对长期幸福的影响也会低于多数人的想象。



我们的直觉理论似乎是：我们想要，我们得到，我们快乐。如果

这是事实，这一模块的字数就会少很多。实际上，吉尔伯特和威尔逊

（Gilbert & Wilson，2000）指出，我们常常“错误地想要得到某些

东西”。人们常常想去一个有阳光、海浪和沙滩的田园荒岛假期，但

当他们一旦发现“自己多么需要平凡生活、智力刺激和可口零食”

时，可能会颇为失望。我们通常会认为如果我们的候选人或小组赢得

胜利，那我们会高兴很久。但多个研究显示，这些好消息带来的情绪

痕迹消失得比自己预期的要快得多。

在消极事件之后我们尤其会倾向于表现出“影响偏见”。吉尔伯

特及其同事（Gilbert & others, 1998）让教授的助手来预测他们获

得或没有获得终身职位的几年后的快乐程度，多数人认为好结果对他

们未来的快乐很重要。“失去工作会压垮我的生活目标，那是可怕

的。”然而当事件过去几年后再调查时，那些没有得到职位的人与得

到职位的人几乎同样快乐。威尔逊和吉尔伯特（Wilson & Gilbert，

2005）说，影响偏见是很重要的，因为人们的“情感预报”——他们

对自己未来情感的预测——会影响他们的决定。如果人们高估了快乐

的强度和持续时间，那么他们可能去买一辆新车或者做个整容手术，

结果却发现买车和整容的投资有点轻率。

举一个更具体的例子。吉尔伯特和威尔逊让我们想象：如果我们

失去了非优势手，一年之后会有怎样的感觉。与现在相比，你会多快

乐？

思考这件事的时候，你也许会认为这种不幸可能意味着：不能拍

手，不能系鞋带，不能打篮球，不能弹钢琴。尽管你可能会永远为失

去手而遗憾，但你在事件发生后的一段时间的快乐会受这一事件及其

他所有事件”（Gilbert & Wilson，2000）的影响。因为关注（a）消

极事件，人们会忽视（b）其他所有事件对快乐的贡献，所以就会过高



地预期自己的痛苦。“你所关注的事不会带来你所认为的那样大的改

变，”研究者斯卡迪和卡尼曼（Schkade & Kahneman， 1998）如是

说。

此外，威尔逊和吉尔伯特（Wilson & Gilbert， 2003）还认为，

人们往往忽视了自己心理免疫系统的速度和力量，包括合理化策略、

淡然处之、原谅和限制情绪创伤等。在很大程度上，被我们忽视的心

理免疫系统[吉尔伯特和威尔逊称之为免疫忽视现象（immune

neglect）]让我们比预期更容易适应诸如残疾、恋人分手、考试不及

格、丢掉工作以及个人与团队的失败等挫折。令人惊讶的是，吉尔伯

特与其同事报告（Gilbert & others, 2004），相比轻微的愤怒（不

能激活我们的防御机制），重大的消极事件（可以激活我们的心理防

御机制）所引发的痛苦持续的时间反而更短。在大部分环境中，我们

拥有令人惊讶的恢复力。

自我分析的智慧和错觉

引人注目的是，我们对什么会影响自己以及自己的行为与感受的

直觉经常是完全错误的。但是我们也不要夸大这种情形。当行为的原

因很明显，而正确的解释又符合我们的直觉时，这种自我觉知是准确

的（Gavanski & Hoffman， 1987）。当行为的原因对一个观察者来说

显而易见时，那么它往往对我们所有人而言都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对大部分心理事件都没有觉察。有关知觉和记忆的研究显

示，我们对自己思维的结果比对思维的过程知道得要多。比如说，当

我们在心中设置时钟来记录时间或在指定的时间唤醒我们时，或当我

们在一个问题无意识地“孵化”后自发获得一种创造性灵感时，我们

的确经历了心理的无意识工作。举例来说，具有创造性的科学家和艺

术家，常常不知该如何报告其产生灵感的思维过程，尽管他们很了解

结果。



威尔逊（Wilson， 1985， 2002）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控制我

们社会行为的心理过程与解释我们行为的心理过程显然不同。我们的

理性解释可能会因此忽略了实际上指引我们行为的内在态度。在9项实

验中，威尔逊及其同事（Wilson，1989， 2008）发现，个体对事和人

表现出的态度常常能较好地预测以后的行为。如果他们事先让被试分

析自己的感受，那么他们的态度报告将变得无效。例如，情侣对于他

们关系的幸福感可以很好地预测在几个月后他们是否会继续约会。但

是，如果参与者在评价自己的幸福程度之前就已经列出其关系好坏的

所有原因，那么之后他们的态度报告在预测未来情侣关系时变得无

效！很显然，对彼此关系的分析会使个体更多地注意容易描述的因

素，而事实上这些因素并没有关系中的其他方面重要。我们常常是

“自己的陌生人”，威尔逊（Wilson， 2002）如是说。

威尔逊及其同事（Wilson & others， 2000）认为，这说明我们

有双重态度系统（dual attitude system）。我们对人或事形成的自

动的内隐态度通常与受意识控制的外显态度不同（Gawronski &

Bodenhausen， 2006；Nosek， 2007）。例如，从儿童期开始，我们

可能会对那些我们在口头上尊敬和欣赏的人保持一种习惯的、自动的

恐惧或厌恶。威尔逊指出，尽管可能外显态度改变起来相对容易一

些，但“内隐态度就像老习惯一样，改变起来非常缓慢”。然而，通

过重复练习来形成新的态度，新的习惯态度就能够代替旧的态度。

米勒和特瑟（Millar & Tesser， 1992）认为，威尔逊夸大了我

们对自我认识的无知性。他们的研究指出，吸引人们对原因的注意会

减少态度对由情感引发的行为预测的准确性。如果威尔逊提问时不让

人们分析其恋爱关系，而是提问有关其感觉的问题（“你和伴侣在一

起和分开时会有怎样的感受？”），那么态度报告可能更有预测力。

其他行为领域（比如，根据花费、未来职业生涯发展等方面的考虑选

择读哪一所学校，等等）似乎更受认知驱动。对于这些问题，分析原



因可能比分析感觉更有用。尽管感觉有其理由，但有时头脑的理性是

决定性的。

这些自我认识的局限性具有两种应用价值：第一是对于心理调查

来说，自我报告常常是靠不住的，自我理解中的错误限制了主观个人

报告的科学性。

其次，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人们报告和解释其经验的真实性无

法保证这些报告的有效性。我们知道，法庭上个人证言具有强大的说

服力，但是这有可能是错误的。牢记这种潜在错误，可以帮助我们较

少地产生受人胁迫和上当受骗之感。

模块4 自我服务偏见

我们大多数人都自我感觉良好。在对自尊的研究中，即使得分最

低的人，给自己的打分也基本在中等范围。（一个低自尊的人也会用

“有时”或“某种程度上”这种限定性形容词来给“我有些好主意”

这样的句子打分。）在53个国家开展的自尊研究中，任何一个国家平

均的自尊水平比其中位数都高（Schmitt & Allik，2005）。社会心理

学中最富挑战性而且证据确凿的结论之一就是对自我服务偏见（self-

serving bias）不良影响的担忧。

对积极和消极事件的解释

已有很多实验证明，当得知自己成功后，人们乐于接受成功的荣

誉。他们把成功归结为自己的才能和努力，却把失败归咎于诸如“运

气不佳”、“问题本身就无法解决”等这样的外部因素（Campbell &

Sedikides， 1999）。同样，在解释获胜的原因时，运动员一般会将



其归因于自己；对于失败则会推脱给其他因素，诸如错误的暂停、不

公平的判罚、对手过于强大或是黑哨（Grove & others， 1991；

Lalonde， 1992；Mullen & Riordan， 1988）。还有，考虑一下汽车

司机们愿意为自己的事故承担多少责任？在保险单上，司机们总是这

样描述他们的事故：“不知从哪里钻出来一辆车，撞了我一下又跑

了”；“我刚到十字路口，一个路障忽然弹起来挡住了我的视线，以

至于我没看见别的车”；“一个路人撞了我一下，就钻到我车轮下面

去了”（Toronto News， 1977）。

自我服务偏见会导致婚姻不和、员工不满和讨价还价时的僵持局

面（Kruger & Gilovich， 1999）。所以，我们也就不必奇怪：为什

么离婚者把婚姻破裂的责任归罪于对方（Gray & Silver， 1990），

或是经理把低业绩归咎于员工缺乏能力或不够卖力（Imai， 1994；

Rice， 1985）。（而工人们则更愿意归因于一些外在的东西——供给

不足、负担过重、同事太难相处、任务目标不可及。）同样，当人们

得到比别人更多的奖励（如加薪）时，他们会认为奖励很公平

（Diekmann & others，1997）。

我们总是将成功与自我相联系，而刻意避开失败对自我的影响，

以此保持良好的自我形象。例如，“我的经济学原理考试得了A”相对

于“历史教授给了我个C”，把失败或挫折归因于客观条件甚至别人的

偏见，这总不会比承认自己不配获得成功更让人沮丧吧（Major &

others， 2003）。威尔逊和罗斯（Wilson & Ross， 2001）指出，我

们更乐意承认那些很久以前的缺点，认为那是“过去的我”所具有

的。滑铁卢大学的学生们在描述上大学前的自己时，其肯定与否定的

描述一样多。但在描述现在的自己时，肯定描述是否定描述的3倍之

多。“我比原来见多识广了，也成熟了，今天的我比昨天更完善，”

大多数人都这样肯定地说。过去的自己是笨蛋，今天的自己是冠军。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的偏见会让我们无视自己的偏见。人们

常说自己避免了自我服务偏见，但却认为别人持有这一偏见（Pronin

& others， 2002）。在冲突中，“偏见盲点”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

假如你正在和你的室友讨论谁来打扫卫生，如果你认为你的室友对此

持有偏见，你将更可能发怒（Pronin & Ross，2006）。很显然，我们

总是认为自己站在客观的角度，而所有其他人都带有偏见。

我们都高于平均水平吗

当人们拿自己和别人比较时，也会出现自我服务偏见。如果公元

前6世纪的中国哲人老子的名言“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 ”是正

确的，那我们多数人都不太明智。在多数主观的、社会赞许的和普遍

的维度上，大部分人都觉得自己比平均水平要好。和总体水平相比，

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道德水平更高，更胜任自己的工作，更友善、更

聪明、更英俊、更没有偏见、更健康，甚至更具洞察力，并且在自我

评价时也更为客观。（见“聚焦：自我服务偏见——我们如何爱自

己？让我们看看都表现在哪些方面 。”）

似乎每一个群体，都像加里森·基勒的小说《沃伯根湖》一样，

“所有妇女都很强壮，所有男子都很英俊，所有孩子都出类拔萃。”

大部分人都认为他们在将来会过得更好：如果我的现状不错，那么未

来会更好（Kanten & Teigen， 2008）。所有这一切，不禁让人想起

弗洛伊德的一个经典笑话，一个丈夫对妻子说：“如果咱们俩中的一

个先去世，我想我会搬到巴黎去住。”

迈克尔·罗斯和菲奥里·西科利（Ross & Sicoly， 1979）观察

了婚姻中的自我服务偏见。他们发现，年轻的加拿大夫妇通常认为，

对于诸如打扫房间和照看孩子这样的家务活，自己实际承担的责任多

于配偶认可的。最近一项对265对带孩子的已婚美国夫妇做的研究发



现，丈夫们估计自己做了约42%的家务活，而妻子估计自己的丈夫只做

了33%。当研究者跟踪研究实际的家务活（通过雷达遥控装置对参与者

的活动进行随机取样）时，他们发现丈夫实际上做了39%的家务活

（Lee & Waite， 2005）。一般的规律是：群体的每个成员对自己为

共同工作所做贡献的评价之和总是超过百分之百（Savitsky &

others， 2005）。

我和妻子常把待洗的衣物放入卧室角落的衣篮里，每天早晨，我

们中的一个人会把衣物放进去。当她说我应该对此负更多责任的时

候，我在想，“嗯？75%的时候都是我来做的呀！”于是我问她是否认

为自己经常做这件事情，她回答说：“哦，75%的时候都是我来做

的。”

但是，假使要你估计自己到底多久才会干一次不常做的家务，如

清扫炉灶，情况会是怎样呢？你很可能会说你做这些所用的时间少于

50%（Kruger & Savitsky， 2009）。很显然，这种情况会发生是因为

我们对自己行为的了解远多于对别人行为的了解，于是我们假设其他

人的行为将不会比我们更极端（Kruger & others， 2008；Moore &

Small， 2007）。如果你依稀记得你只清扫过几次炉灶，于是你就可

能会假设自己不常清扫，你的爱人其实经常会去清扫。

聚焦：自我服务偏见——我们如何爱自己？让我们看看都表现在哪
些方面

专栏作家戴夫·巴里（Barry, 1998）提到：“有一件东西是所有人都有的，无论年

龄、性别、种族、经济地位或宗教背景，那就是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相信，我们比普通人

要强。”我们也相信我们在多数主观的和令人向往的特质上强于一般人，自我服务偏见体现

在以下这些方面：

● 伦理道德。大多数生意人认为自己比一般生意人更道德（Baumhart，1968 ；

Brenner & Molander，1977）。一项全美范围内的调查中有这样一道题目：“在一个百分

制的量表上，你会给自己的道德和价值观打多少分？”50%的人给自己的打分在90分或90分

以上，只有11%的人给自己的打分在74分或74分以下（Lovett，1997）。



● 工作能力。在一项调查中，90%的企业经理评价自己的表现优于普通同事

（French，1968）。在澳大利亚，86%的人对自己工作业绩的评价高于平均水平，只有1% 的

人评价自己低于平均水平（Headey & Wearing，1987）。大多数外科医生认为自己患者的死

亡率要低于平均水平（Gawande，2002）。

● 美德。在荷兰，大部分高中生认为自己比普通高中生更诚实，更有恒心，更有独

创性，更友善且更可靠（Hoorens，1993，1995）。

● 聪明才智。大部分人觉得自己比周围的普通人更聪明，更英俊，更没有偏见

（Public Opinion，1984 ；Wylie，1979）。当有人超过自己时，人们则倾向于把对方看

成天才（Lassiter & Munhall，2011）。

● 包容度。在1997年的盖洛普民意测验中，只有14%的美国白人评价自己对黑人歧视

程度达到或超过5分（0分到10分）。可是在评价其他白人对黑人的歧视程度时，44%的白人

的打分达到或超过5分。

● 赡养父母。与兄弟姐妹们相比，多数成年人认为自己对年迈父母的赡养更多

（Lerner & others，1991）。

● 健康。洛杉矶居民认为自己比大多数邻居更健康，而多数大学生认为他们将比保

险公司预测的死亡年龄多活十年左右（Larwood，1978 ；C.R.Snyder，1978）。

● 洞察力。我们假定，人们的语言和行为能够体现他们的本质。我们个人的想法也

是如此。因此，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认为，我们了解和理解他人，要多于他人了解和理解我

们。我们也认为比起别人，我们更了解自己（Pronin & others，2001）。

● 吸引力。你是否有同我一样的经历，认为自己的大多数照片并不真实？当实验者

给人们呈现一系列面孔时，包含自己原本的以及经过变形的具有更多或更少吸引力的自我面

孔，人们倾向于将吸引力增强的面孔定义为自己真实的面孔（Epley & Whitchurch，

2008）。

● 驾驶技术。多数司机——甚至大部分曾因车祸而住院的司机——都认为自己比一

般司机驾车更安全且更熟练（Guerin，1994 ；McKenna & Myers，1997 ；Svenson，

1981）。

如此看来，戴夫·巴里所言甚是。

在我们构建成功的定义时，上述主观因素会为我们提供一定的回

旋余地（Dunning & others， 1989， 1991）。在评价自己的“运动

能力”时，我可能会想到自己参加的篮球大赛，却不会记起自己担任

少年棒球联赛球员时躲在右外场的痛苦日子。在评价自己的领导能力

时，我会想象出一个和我的风格相近的伟大领袖的形象。通过为自己

制订一个模棱两可的标准，我们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是比较成功的。



在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委员会对829 000名高中高年级学生的调查中，没

有人在“与人相处能力”这一主观而具有赞许性的维度上给自己的打

分低于平均值，而且有60%的人的自评是在前10%，另外25%的人则认为

自己是最优秀的1%！

研究者们开始怀疑：人们真的相信他们对自己在平均水平之上的

自我评估吗？是不是他们的自我服务性偏见在这些问题的措辞上起到

了一定作用（Krizan & Suls， 2008）？当伊拉诺·威廉姆斯和托马

斯·基罗维奇（Williams & Gilovich， 2008）让人们在一项测试中

用真钱做赌注来评估与他们相关的表现时，他们发现，是的，“人们

真的相信其自我评估会得到提升。”

盲目乐观

乐观主义为人生预先假设了一条积极的道路。杰克逊·布朗

（Brown， 1990，p.79）写道：“那些乐天派们天天早晨都跑到窗前

说，‘早安呀，上帝’；那些悲观者则会在窗前说，‘上帝啊，天怎

么又亮了！’。”在22种文化下对9万多人开展的研究显示，大部分人

对事物的看法偏向乐观，而非悲观（Fischer & Chalmers，2008）。

而我们中的许多人，就像研究者尼尔·温斯顿（Weinstein， 1980，

1982）所形容的那样，“对未来的生活事件盲目乐观。”部分原因在

于他们对别人命运的相对悲观（Hoorens & others，  2008；

Shepperd， 2003）。例如，在罗格斯大学，学生们往往认为自己远比

其他同学更可能找到好工作、领高额薪水和拥有自己的房子。而那些

消极的经历，诸如酗酒成瘾、在40岁以前突发心脏病或遭遇枪击等，

则更可能发生在别人身上而不是自己身上。

父母将他们的盲目乐观延伸到了孩子身上。他们假设与一般的孩

子相比，他们的孩子更不可能辍学、患上抑郁症或者染上肺癌，更可



能完成学业、保持健康的身体和乐观的心态（Lench & others，

2006）。

盲目的乐观让我们更加脆弱。由于相信自己总能幸免于难，我们

往往不去采取明智的预防措施。性活动频繁但不愿坚持避孕的女大学

生们则认为，与学校中的其他女同学相比，自己意外怀孕的可能性不

大（Burger & Burns， 1988）。那些相信自己的驾驶技术在“平均水

平之上”的老司机们在驾驶测试中失败的可能性是那些谦逊的司机们

的四倍多，于是他们也被评定为“不安全的”（Freund & others，

2005）。那些高估自己学习能力的大学新生经常会体验到自尊心和幸

福感受挫的痛苦，而且更可能退学（Robins & Beer， 2001）。

盲目乐观的人更有可能选择低年费和高利率的信用卡作为支付手

段——对一般的借款人来说这是一种很差的选择，他们的利息费用远

远超过了在年费上的那几美元的差异（Yang & others， 2007）。因

为信用卡发售方的主要利益来源就是利息收入，盲目乐观的消费者对

他们来说就意味着更多的利益——更多的钱会从消费者的口袋里流

出。

那些满不在乎地刷信用卡的人，那些不肯承认吸烟有害身体健康

的人，还有那些陷入不幸关系里的人们，无一不提醒我们，盲目乐观

如同傲慢一样，是注定要失败的。在赌博时，乐观者比悲观者更能坚

持，即使不断地在输钱（Gibson & Sanbonmastu， 2004）。如果经营

股票或房地产的商人觉得自己的商业直觉远远超过自己的竞争对手，

他们同样也可能会体验到深深的失落感。甚至是17世纪人类经济理性

的捍卫者、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也预见到，人们会高估自己赢利的可

能性。他认为，这种“对自己好运的荒谬的推断，”来源于“绝大多

数人对自身能力过于自信的幻想”（Spiegel， 1971， p.243）。



盲目乐观的现象似乎越来越多了。在20世纪70年代，一半的美国

高中毕业生预测他们成年后将会成为“很好的”工作者——这是可获

得的最高评价，因此这就相当于他们给了自己五星（顶级）。到2006

年，有2/3的青少年相信他们将会达成这一目标——自己会置身于前

20%的行列（Twenge & Campbell， 2008）!更惊人的是，2000年时，

一半的高中毕业生都相信他们能拿到研究生学位，即使只有9%的人真

的有可能做到（Reynolds & others， 2006）。即使目标远大有利于

成功，但是把目标定得太高的人会感到十分失望和抑郁，他们最终要

学会使自己的目标更符合现实（Wrosch & Miller ， 2009）。

乐观主义确实比悲观主义更能增强个体自我效能感、促进健康和

幸福感（Armor & Taylor， 1996；Segerstrom， 2001）。作为天生

的乐天派，大多数人相信自己在未来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会更幸福——

这种信念有助于营造当前的快乐心态（Robinson & Ryff， 1999）。

如果乐天派的祖先比悲观派的祖先更有可能克服困难而生存下来，那

么我们倾向于乐观就不足为奇了（Haselton & Nettle， 2006）。

然而少量的现实主义，或者如朱莉·诺雷姆（Norem， 2000）所

谓的防御性悲观主义，可以把我们从盲目乐观的危险中拯救出来。防

御性的悲观主义者会预见问题的发生，并能够促使自己进行有效的应

对。正如一句中国成语所说，“居安思危”。自我怀疑可以激励学生

的学习动机，而多数学生，尤其是那些认为自己注定低分的学生，在

考试来临时都显示出过分的乐观（Prohaska， 1994；Sparrell &

Shrauger， 1984）。那些过分自信的学生倾向于不做充分的准备。那

些和他们能力相当但更焦虑的同伴们，则因为担心在未来的考试中失

败而加倍努力学习，最后通常会获得较高的成绩（Goodhart， 1986；

Norem & Contor， 1986；Showers & Ruben， 1987）。以一种更直

接、更现实的视角看待事物通常是很有帮助的。在一项研究中，学生

们要预测他们的考试成绩。当这项考试是假设的时候，他们的预测超



乎寻常的乐观；但是当考试真的来临时，他们对自己成绩的预测却出

人意料的精确（Armor & Sackett，2006）。你可以在没有考试的时候

夸夸其谈地赞美自己，但伴随接踵而来的考试，最好不要让自己看起

来像个吹牛的傻瓜。

能够听取批评也很重要。“我经常告诉学生们一条绅士的规

范，”大卫·邓宁（Dunning， 2006）写道：“如果两个人分别各自

给予对方同样消极的反馈，他们至少应该考虑一下这些评论为真的可

能性。”

悲观主义的思维和乐观主义的思维都具有力量。记住这句格言：

学业上的成就既需要足够的乐观精神以支撑希望，同时也需要足够的

悲观心态以激起关注。

虚假普遍性和虚假独特性

为了进一步增强我们的自我形象，我们常常表现出这样一种奇怪

的倾向：过分高估或低估他人会像我们一样思考和行事的程度。在观

点方面，我们过高地估计别人对我们观点的赞成度以支持自己的立

场，这种现象被称为虚假普遍性效应（false consensus effect）

（Kruenger & Clement， 1994；Marks & Miller， 1987；Mullen &

Goethals， 1990）。好像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就是一种常识。

如果我们做错了事或是在任务中失败，我们可能会认为这些失误

是正常的，以让自己安心。当某个人对别人说谎之后，他便开始觉得

其他人也是不诚实的（Sagarin & others， 1998），他便开始觉得其

他人也像他那样思考和行事：“我是说谎了，可别人不也都如此

吗？”如果我们隐瞒个人所得税或吸烟行为，我们常常会觉得跟我们

有同样行为的人也很多。如果我们对另一个人产生了性兴趣，我们也



许会高估对方对自己的欲望。前《海岸救生队》演员大卫·赫索霍夫

承认，“我的确打肉毒杆菌了，可别人也如此啊！”近来的四项研究

指出：

● 在禁澡期间偷偷洗澡的人会认为很多人也正在做同样的事情

（Monin & Norton， 2003）。

● 剧烈运动后口渴的人会想象，与饥饿相比，迷路的徒步旅行者

更可能会遭受口渴之苦。博文和洛温斯坦（Boven　& Lowenstein，

2003）的一项研究表明，88%刚做完运动的口渴者会做出这样的猜测，

而那些将要去运动的人中只有57%会这样想。

● 当人们自己的生活发生变化时，可能会认为整个世界也在发生

变化。具有保护意识的新手父母们会认为世界更加危险。此外，节食

减肥的人会认为食品广告更具欺骗性（Eibach & others， 2003）。

● 对其他民族持有消极看法的人推测很多人都持有这种负面的刻

板印象（Krueger， 1996， 2007）。因此我们对别人思维的感知可能

会揭示出一些我们自己的东西。

有谚语说：“我们并不是客观地看待事物，而总是从我们自己的

角度出发来看待事物。”

虚假普遍性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我们的归纳性结论只是来自一

个有限的样本，而这个样本显然还包括我们自己在内（Dawes，

1990）。既然缺少其他信息，何不使用我们自己内心的“投射”呢？

何不把我们自己的认识推及别人，用自己的反应作为线索来推断别人

的反应呢？大部分人通常持有大众的观点，所以当人们假设自己处于

大众中时，自己是正确的。此外，我们偏爱和那些同我们态度和行为

相近的人交往，并透过这些熟悉者的眼光来评判世界。



图4-1

自我服务偏见如何起作用。

而在能力方面，当我们干得不错或获得成功时，虚假独特性效应

（false uniqueness effect）则更容易发生（Goethals & others，

1991）。我们把自己的才智和品德看成是超乎寻常的，以完善自己的

自我形象。这样，那些吸食大麻且系安全带的人会高估（虚假普遍

性）其他吸食毒品者的数量，而低估（虚假独特性）系安全带的普遍

性（Suls & others， 1988）。这样我们就会觉得自己的失误是相对

普遍的，而我们的优点却是非同寻常的。

总之，自我服务归因、自我恭维的比较、盲目乐观以及自身失败

的虚假普遍性，所有这些倾向都是自我服务偏见的表现（见图4-1）。

自尊动机



为什么人们会以一种自我提升的方式来看待自己呢？一种解释将

自我服务偏见看做我们加工和记忆有关个人信息的副产品。将自己与

他人相比较，要求我们去注意、评价、回忆自己和他人的行为。因

此，这就增加了我们在信息加工的过程中出错的机会（Chambers &

Windschitl，2004）。回想一下之前提到的一项研究，已婚者往往认

为自己比配偶做更多的家务。正如迈克尔·罗斯和西科利（Ross &

Sicoly， 1979）所指出的，也许是因为我们更容易回想起自己做过什

么，而往往很难回忆起自己没做过什么，或者仅仅是看到我们的伴侣

在做？我能很容易想到自己捡起衣服的画面，但我很少能意识到自己

置之不理的次数有多少。

这种有偏差的知觉难道仅仅是一种知觉错误，一种关于我们如何

处理信息的非情感性倾向，还是出于自我服务的动机呢？研究已经证

实了我们有多种动机。我们寻求自我认识，渴望评定自己的能力

（Dunning， 1995）。我们寻求自我证实，渴望验证我们的自我概念

（Sanitioso & others， 1990；Swann， 1996， 1997）。我们寻求

自我确认，尤其希望能提升自我形象（Sedikides， 1993）。自尊动

机也促进了自我服务偏见的出现。正如社会心理学家巴特森

（Batson， 2006）猜度的那样：“头脑是心脏的延伸。”

特瑟（Tesser， 1988）的研究表明，“维持自尊”的动机可以预

测许多有趣的现象，例如兄弟姐妹之间的摩擦。你是否有一个与你年

龄相近的同性兄弟或姐妹？如果是的话，在你们成长的过程中，人们

很可能会拿你们作比较。特瑟推测，如果人们对两个人中的一个人评

价更高，就会促使另一个人以某种维护自尊的方式行事。（特瑟认

为，拥有一个特别能干的兄弟或姐妹的人，其自尊会受到很严重的威

胁。）因此，那些拥有一个相当能干的兄弟的人总能回忆起他们之间

的不和；而那些和兄弟能力不相上下的人，反而往往想不起他们之间

有什么摩擦。



自尊的威胁也可能发生于朋友之间，因为朋友的成功可能比陌生

人的成功更具威胁性（Zuckerman & Jost， 2001）。它同样可以在夫

妻之间发生。尽管夫妻之间具有深厚的共同利益，但相同的事业目标

仍然会使他们产生紧张和嫉妒（Clark & Bennett， 1992）。当我们

的搭档在一个对彼此都很重要的领域中脱颖而出的时候，我们会通过

确认彼此之间的亲密关系来降低对自尊的威胁，例如告诉大家：“那

个很有能力的人是我的搭档，我们关系很密切”（Lockwood &

others， 2004）。

维持或增强自尊动机的意义是什么呢？马克·利里（Leary，

1998， 2004b，2007）认为，我们的自尊感犹如汽车上的油量表。人

际关系对我们的生存和发展具有导向意义。因此，当我们遭遇威胁性

的社会拒绝时，自尊指示表会警告我们，以促使我们更敏锐地觉察他

人对我们的期望。研究证实，社会拒绝会降低我们的自尊，同时增强

我们渴望被接纳的意愿。当我们被藐视或抛弃时，我们感到自己缺乏

魅力，能力不足。这种痛苦如同仪表盘上闪烁的指示灯一样，会驱使

我们通过行动来发展自我，并在其他地方寻求社会接纳和认同。

对自尊和自我服务偏见的反思

如果你像某些读者，至此你可能发现，自我服务偏见要么令人沮

丧，要么与你偶有的不适感相反。的确，当那些带有自我服务偏见的

个体面对在成就、吸引力或技能方面高其一筹的人时，会产生自卑

感。而且，并不是每个人都持有自我服务偏见，确实有一些人正承受

着低自尊的痛苦。积极的自尊确实有一些好处。

自我服务偏见的适应性

自尊有其阴暗的一面，也有其光明的一面。当发生好事时，相比

于低自尊的人而言，高自尊者往往更能尽情享受并保持这种良好的感



觉（Wood & others，2003）。谢莉·泰勒和她的同事（Taylor &

others， 2003）指出：“相信自己比同伴拥有更多的天赋和积极的品

质，能使我们对自己保持良好的感觉，而且这种对自我的正性评价，

能为我们提供应付日常生活中的压力环境所需的资源。”

自我服务偏见及其归因方式也可以保护人们免受抑郁的伤害

（Snyder & Higgins， 1988；Taylor & others， 2003）。不抑郁的

人通常显示出自我服务偏见。不抑郁的人将他们的失败归于实验任务

或者觉得它超出了自己的控制。而抑郁者的自我评价及其对他人如何

看待他们的评价都没有表现出夸大。

自我服务偏见也可以帮助人们缓解压力。博纳诺及其同事

（Bonnano et al., 2005）以目睹“9·11”事件的人或者从世贸中心

逃出来的员工为被试，评估他们的情绪复原力。结果发现，那些表现

出自我提升倾向的人其情绪具有更强的复原力。

格 林 伯 格 、 所 罗 门 和 汤 姆 （ Greenberg ，  Solomon &

Pyszczynski， 1997；Greenberg， 2008）在他们的“恐怖管理理

论”中提到了积极自尊适应性的一个理由：它可以缓解焦虑，包括我

们对死亡的焦虑。童年时我们有这样的体验：如果我们达到了父母的

要求，就会受到关爱和保护；如果我们没有达到要求，父母可能就会

收回对我们的关爱和保护。这样，我们就把“良好的自我感觉”和安

全感联系起来了。格林伯格等人认为，积极的自尊（良好的自我感觉

和安全感）甚至可以使我们消除对最终死亡的恐惧。他们的研究表

明，提醒人们终究要面临死亡（让人们写一篇关于死亡的短文）有利

于个体肯定自我价值。而且，当面临威胁时，较强的自尊可以减轻焦

虑。在2004年，也就是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后的一年，感到国家正处于

威胁之中的伊拉克青少年报告有最高的自尊（Ford & others，

2008）。



正如有关抑郁和焦虑的新研究所揭示的，在自我服务知觉中可能

存在某种实践智慧。认为自己比真实中的自我更聪明，更强大，更成

功，这也许是一种有利的策略。骗子们同样会显得诚实可信，如果他

们相信自己很正直的话。相信自己更优秀同样会激发我们去努力（自

我实现预言），并能在困境中保持希望（Willard & Gramzow，

2009）。

自我服务偏见的不良适应

尽管自我服务偏见产生的自豪感可以帮助我们抵制抑郁，但它也

会给人们带来一些不良适应。那些因自己出现社交困难而责备别人的

人，往往比那些能够承认是自己的问题的人更不快乐（Anderson &

others，  1983；Newman & Langer， 1981；Peterson & others，

1981）。

施伦克尔等人（Schlenker，  1976；Schlenker & Miller，

1977a， 1977b）的研究同样表明，自我服务知觉可以损害一个群体。

大学期间，作为摇滚乐队的一名吉他手，施伦克尔注意到，“乐队里

的每个成员总是高估自己对群体成功的贡献，而低估他们对失败所负

的责任。许多很棒的乐队，都是由于这些自我赞扬倾向所引发的问题

而解体的。”后来他成为佛罗里达大学的一名社会心理学家，对群体

成员的自我服务知觉进行了研究。在9项实验中，他让参与者共同完成

某些任务。然后他故意告诉他们，他们的任务完成得很棒或是很糟。

在所有的实验中，成功组的成员宣称自己为本组的成功所做的贡献要

高于失败组的成员。

如果多数的群体成员都认为，虽然自己做出了非同寻常的贡献，

但自己的报酬却太低且没有得到应有的赞赏，那就可能引发不和与嫉

妒。大学校长和教务主任很容易发现这一现象，90%以上的教职员工都

认为自己比一般同事更杰出（Blackburn & others， 1980；Cross，



1977）。当宣布加薪时，有一半的人会得到平均水平或低于平均水平

的薪金，难怪他们会觉得自己是不公平的受害者了。

自我服务偏见还会夸大人们对自己群体的评价，这一现象被称为

群体服务偏见。当各个群体之间进行比较时，多数人都认为自己的群

体是最棒的（Codol，1976；Jourden & Heath， 1996；Taylor &

Doria， 1981）。

● 多数大学女生联谊会的成员都认为自己组的成员不像其他组的

成员那样爱逞能和势利眼（Biernat & others， 1996）。

● 53%的荷兰成年人认为自己的婚姻或伴侣比其他大多数人的要

好，只有1%的人认为自己的婚姻比其他人的差（Buunk & van der

Eijnden， 1997）。

● 66%的美国人给自己长子所在公立学校的打分是A 或B，然而，

几乎同样多（64%）的人给国家公立学校的打分是C或D（Whitman，

1996）。

● 大多数企业总裁和部门经理都会高估自己企业或部门的生产力

和 增 长 率 （ Kidd & Morgan ，  1969；Larwood & Whittaker ，

1977）。

人们带着赞许性的偏见来看待自己和他们的群体，这种现象当然

不是新近才出现的。古希腊悲剧将狂妄和傲慢描述为悲剧性的缺陷。

正如我们实验中的参与者一样，那些希腊悲剧人物并非有意地作恶，

他们只是把自己看得太高了。在文学作品中，傲慢的危害同样被一遍

遍地描写。在神学中，傲慢一向居于七宗罪之首。

如果把傲慢归属于自我服务偏见，那谦虚呢？是对自己的轻视

吗？英俊的人觉得自己丑陋，聪明人觉得自己傻，这并非谦虚。虚伪



的谦逊其实是为了掩饰个体认为自己真的优于众人的想法。（1996

年，詹姆斯·弗里德里希报告，大多数人在认为自己不比一般人更优

秀的时候，反倒在心里庆幸自己更加优秀！）真正的谦逊，与其说是

虚伪的谦虚，倒不如说是不太在意自己。它一方面让人们自由地为自

己的专长而欣喜，另一方面也实事求是地认可他人的专长。

模块5 积极思维的力量

我们对社会心理学家所揭示的强有力的自我服务偏差已经进行了

探讨。当大多数人认为自己比他人的道德水平更高且更应得到回报

时，那么人与人之间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出现冲突就再正常不过了。

对自我服务偏差的研究揭示了人性的真谛。但是因为世界纷繁复

杂，单一的真理无法让我们看到事实全貌。的确，已有人对这些人性

真谛做了一个重要的补充。高自尊——一种自我价值感——具有适应

性。与那些低自尊的人相比，高自尊的人更快乐、更少神经质、更少

患溃疡和失眠症，更少对药物和酒精上瘾（Brockner & Hulton,

1978; Brown, 1991）。许多临床心理学家报告说，潜藏于人类绝望之

下的是一种无力的自我接纳。

班杜拉（Bandura， 1986）在他的研究中发现了积极思维的力

量，并提出了自我效能感（self-ef cacy）的概念，这是一种隐藏于

积极思维力量背后的、关于智慧的学术观点。对自己能力与效率的乐

观信念可以获得很大的回报（Bandura & others，1999；Maddux &

Gosselin，2003）。自我效能感较高的儿童和成人更有韧性，较少焦

虑和抑郁。他们还生活得更健康，并且有更高的学业成就。

自我效能就是自己在做事情时感觉到的胜任程度。如果你相信你

能做好某件事，那么这种信念会带来什么不同吗？它取决于另一个因



素：你能控制你的结果吗？例如，你可能觉得自己是一个不错的司机

（高自我效能），但是又害怕被其他酒后驾车的司机危及安全（低控

制）。你可能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学生或工人，但是又害怕因

为自己的年龄、性别或外貌而受到歧视，因而，你可能认为自己前景

黯淡。

控制点

“我没有社交生活。”一个40岁的单身男人对临床医学专业的学

生杰里·法里斯抱怨。在法里斯的力劝下，这个病人参加了一场舞

会，在那儿有好几位女士邀请他一起跳舞。“我只是有点儿幸运而

已，”他在稍后报告说，“这可能不会再发生了。”当法里斯向他的

导师朱利安·罗特报告这件事时，他明确了之前已经形成的想法。在

罗特的实验和治疗中，有些人似乎一直“感觉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是

受外部力量支配的，而还有一些人则感觉发生的事在很大程度上是受

自己的努力和技巧所支配的”（Hunt， 1993， p. 334）。

你是怎么认为的？人们通常是自己命运的主宰者，还是环境的牺

牲品？他们是自己生活的编剧、导演和演员，还是自己处境的俘虏？

罗特把这个维度称为控制点（locus of control）。与法里斯一起，

他们设计了29组陈述来测量一个人的控制点。假如你在做这个测验，

那么你更赞成哪些？

a. 从长远看，人们总有一天会得到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应得的尊

敬。　或　b.不幸的是，不管人们多么努力，其价值并没有得到众人

认可。

a. 我身上发生的事是由我自己导致的。　或　b.有时候我感觉我

无法控制自己的生活。



a. 一个普通人可能对政府决议有影响。　或　b.这个世界是由少

数有权势的人运转的，小人物无所作为。

在以上问题中（Rotter， 1973），如果你大部分选择的是

“a”，那么你可能会倾向于认为你的命运是由自己来控制的（内部控

制点）；如果你大部分选择的是“b”，那么你可能会认为机会和外部

力量决定了你的命运（外部控制点）。那些认为自己是内控的人更可

能在学校表现优秀，成功戒烟，系安全带，直接处理婚姻问题，有高

工资，并且可以延迟满足以实现长远目标（Findley & Cooper，

1983；Lefcourt， 1982；Miller & others， 1986）。

习得性无助与自我决定

动物研究也显示出具有控制感所带来的好处。被关入笼内而无法

逃避电击的狗，会习得一种无助感。之后，这些狗就算处在可以逃避

惩罚的情境中，也只会被动地畏缩。狗如果学会了自我控制（成功地

逃避开最初的那些电击），会更容易适应新的情境。研究者马丁·塞

利格曼（Seligman， 1975， 1991）指出，这种习得性无助（learned

helplessness）在人类情境中也同样存在。例如，抑郁或压抑的人变

得被动，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努力没有任何作用。无助的狗和抑郁

的人都丧失了意志，被动顺从，甚至死气沉沉（图5-1）。

另一方面，人们可以通过训练他们的自我控制的“肌肉”来获得

好处。这一结论源自梅根·欧腾和肯·陈（Oaten & Cheng， 2006）

在悉尼的麦考瑞大学做的实验。比如，通过每日练习、规律的学习和

时间管理来练习自我控制的学生，在其他情境中（在实验室或在考试

中）也表现出较强的自我控制能力。如果你在生活中的某个领域里发

展好你的自律，那它也将惠及生活中其他的领域。



阿勒·兰格和朱迪斯·罗丁（Langer & Rodin， 1976）通过用两

种方法治疗康涅狄格疗养院的老年病人，证实了个人控制的重要性。

一组慈善的看护者强调：“我们的职责是让你们为这个家感到自豪和

幸福。”他们给被动的病人以好意的、有同情心的普通照料。三周以

后，多数病人被自己、研究者和护士评价为更加虚弱。兰格和罗丁的

另外一组治疗方法则促进了个人控制，它强调选择的机会、影响疗养

院政策的可能性，以及看护者的责任是“让你过任何想要的生活”。

这些病人可以做些小决定和履行一定的责任。在接下来的三周里，这

个组93%的病人表现出机敏、活力和快乐。

图5-1

习得性无助。当动物和人经历无法控制的不利事件时，他们习得了无助和被动。

研究证明，促进个人控制的系统管理确实可以增强个体的健康和

幸福（Deci & Ryan， 1987）。下面还有一些例子：

● 对环境有一定控制权的囚犯——可以移动椅子，控制电视，并

且开关电灯——会较少体验到压力，较少出现健康问题，并且较少有

故意破坏的行为（Ruback & others， 1986；Wener & others，

1987）。

● 给工人完成任务的回旋余地并让他们拥有一些决定权，可以提

高士气（Miller & Monge， 1986）。所以，远程办公的职员在平衡工

作和个人生活上会有更大的灵活度（Valcour， 2007）。

● 收容在专门机构里的居住者如果可以自己选择早餐吃什么，什

么时候去看电影，晚睡还是早起，那他们可能活得更久并且会更快乐



（Timko & Moos，1989）。

● 庇护所里无家可归的人很少可以自己选择吃饭和睡觉的时间，

更谈不上控制自己的隐私权了。因此，在寻找住处和工作时更可能产

生被动和无助感（Burn， 1992）。

● 在所有参与研究的国家中，那些认为自己有自主选择权的人

们，拥有更强的生活满足感。在人们拥有更多自由的国家里，感到满

足的公民也更多（Inglehart & others， 2008）。

过多选择的代价

像自由和自我决定这样的好东西人们会嫌多吗？心理学家巴里·

施瓦茨（Schwartz， 2000， 2004）认为，个人主义的现代文化存在

“过度的自由”，反而导致人们生活满意度下降和临床抑郁症的增

多。过多的选择可能会导致人们无所适从，或像施瓦茨所说的“自由

的专制”。从30种果酱或巧克力中做出选择的人们表示出的选择满意

度，比那些从6种中做出选择的人们的反而低（Iyengar & Lepper，

2000）。更多的选择可能会带来信息超载，也带来更多后悔的机会。

与那些仅仅依循课程学习的人相比，自己选择下学期学习课程的学

生，更少为重要的考试而努力，且更容易被游戏和杂志所吸引。另一

项研究发现，可以在一系列消费清单中进行选择的学生更少购买口味

普通却健康的饮料（Vohs & others，2008）。所以，在从星巴克的1

900款产品组合或超级市场4 000项产品中进行选择时，你将对自己的

选择更不满意，反而更倾向回家吃冰箱里的冰淇淋。

奚恺元和雷德·海斯蒂（Hsee & Hastie，2006）阐释了选择是如

何强化后悔的。如果让员工们免费去巴黎或者去夏威夷旅行，他们会

非常高兴；但是，如果让他们在两者之间进行选择，他们可能就不那

么高兴了。选择去巴黎的人会后悔他们无法得到阳光的温暖和海水的



滋润，选择去夏威夷的人会后悔他们将欣赏不到那些壮观的博物馆。

最近的另一项研究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来自11所大学的毕业生花了

很多时间去寻找和评价各种各样的工作机会，但却以高薪和低满足感

而告终（Iyengar & other， 2006）。

在其他实验中，人们对无法反悔的选择（比如“最后大甩卖”中

的选择决定）的满意度比对可以反悔的选择（当允许退款和更换时）

的满意度要高。可笑的是，人们似乎喜欢和愿意为推翻这种选择的自

由而付出代价。尽管这种自由“可能会抑制产生满足感的心理过程”

（Gilbert & Ebert， 2002）。

该原则可以解释一种奇怪的社会现象（Myers， 2000a）：美国国

家调查数据显示，过去人们对无法反悔的婚姻（“一次性成交”）表

示了更高的满意度。现在，尽管有了更多的婚姻自由，人们却对他们

拥有的婚姻表现出较低的满意度。

对自我效能的反思

积极思维的力量

尽管关于知觉到的自我控制的研究都相对较新，但是心理学家强

调自我控制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和实现自我潜能的观点却由来已久。赫

雷修·阿尔杰的《从平民到富翁》丛书中“你能做好”这一主题就是

他一直坚持的思想。20世纪50年代，我们在诺曼·文森特·皮尔的畅

销书《积极思维的力量》中发现了同样的思想：“如果你以积极的方

式思考，你就会得到积极的结果，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我们在许

多鼓励人们以积极的心态取得成功的励志书籍和视频中也发现了这种

观点。“你的思想和感受指向那里，你的经历就会指向哪里。”朗达

·拜恩在其2006年的畅销书《秘密》中这样写道：“你会吸引所有你

想要的东西——金钱、人和关系。”



自我控制的研究为我们的传统美德带来更多的信心，例如坚韧不

拔和充满希望。但是，班杜拉（Bandura， 2004）承认，社会说服

（“你必须取得成功”）或自我说服（“我认为我能行，我认为我能

行”）能从一定程度上提升个人的自我效能感。榜样的作用——看到

相似的他人经过努力取得成功——也有助提升自我效能感。然而，自

我效能最大的来源是对成功的体验。”“成功为一个人的效能感建立

了坚定的信念。”如果你在减肥、戒烟或提高学习成绩方面的最初努

力取得了成功，你的自我效能就会增强。如果女性凭借自己的力量击

退了性侵犯，她们会觉得自己并不是那么容易受到攻击，不用再那么

担心，并且更加感觉事情在自己的掌控之中（Ozer & Bandura，

1990）。学业上取得成功的学生会对自己的学术能力做出更高的评

价，从而激发其更加努力以取得更大的成就（Felson， 1984；Marsh

& Young， 1997）。全力以赴并取得了成功会使人感到更加自信和有

力量。

由罗伊·鲍迈斯特（Baumeister， 2003）领导的研究团队认同以

上观点。“仅仅因为如其所是而表扬所有孩子，其实就是在贬低表扬

的价值，”他们声称，“认可好的表现……由于人们有更好的表现或

行为，自尊随之提升，净效应就会强化好的行为并使之完善。这些结

果有助于个体的幸福，同样有利于社会的进步。”这对于表扬和鼓励

自尊会比较好。

因此，积极的思维给人以力量。但是让我们来回忆一下研究自我

效能的初衷： 任何一种真理，如果脱离了现实，就只能是半吊子真

理。自我效能概念中的真理可以激励我们不要在逆境中轻言放弃，坚

持而不惧失败，不断努力而不被自我怀疑所困扰。但是为了避免朝着

这一真理的钟摆摆得过远，我们最好记住，它也不是全部的真理。如

果积极思维能够实现任何事情的话，那么如果我们在婚姻不幸、贫穷

或者抑郁时，我们就只能责备自己了。真丢脸！如果我们多努力些，



更自律些，不那么傻，事情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了。有时，困难常常反

映了社会环境的残酷，如果我们意识不到这种困难，就会使我们因为

别人的困难和失败而责怪他人，甚至责怪我们对自己过于严厉。具有

讽刺意味的是，生活中最大的失望和最高的成就，都源于我们对自己

最高的期望。梦想愈大，我们收获的会越多——然而失败的风险也会

越大。

自尊的“阴暗面”

低自尊的人在生活中经常遇到各种困难，例如，挣钱少、药物滥

用，而且患抑郁的可能性也更大（Salmela-Aro & Nurmi， 2007；

Trzesniewski & others，2006）。然而，两个变量的相关经常是由第

三个变量引起的。低自尊者可能在小时候经历了贫穷、性虐待，或者

父母吸毒，这一切都有可能引发日后的困难。可以肯定的是，在一项

将这些因素都加以控制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自尊和负性结果之间

的联系消失了（Boden & others， 2008）。换句话说，年轻人遇到的

问题并不是由低自尊引起的——童年期的遭遇可能才是罪魁祸首。

高自尊则确实有很多优势，它有利于培养主动、乐观和愉快的感

觉（Baumeister & others， 2003）。而那些在“很小的年龄”就有

了性体验的男孩子倾向于有比平均水平更高的自尊。所以那些青少年

团伙头目、极端种族主义者和恐怖主义者以及监狱中的暴力犯罪者也

同样具有更高的自尊（Bushman & Baumeister， 2002；Dawes，

1994， 1998）。鲍迈斯特及其合作者（ Baumeister & others，

2003）指出，“希特勒有非常高的自尊。”

自恋：当自尊变成了自负

高自尊如果参杂了自恋，或者掺杂了膨胀的自我感，就会变成大

问题。大多数高自尊的人都重视个人的成功和与他人的关系。自恋者



虽然通常有高自尊，但很少关心他人（Campbell & others，2002）。

即使自恋者在早期是外向的和迷人的，但是从长远来看，他们以自我

为中心常常导致许多关系问题（Campbell， 2005）。

在一系列实验中，布什曼和鲍迈斯特（Bushman & Baumeister，

1998）让大学生志愿者分别写一段话，之后他们会得到一些讽刺性的

评价（“这是我所见过的最烂的文章”）。自恋分数高的人更有可能

会用言语辱骂那些批评他们的人，而不会攻击表扬（“好文章！”）

他们的人。这是受伤的自尊心引发了报复性行为。但是自尊又是怎么

样的呢？是否仅仅是那些“不安全”的自恋者（那些自尊低的人）可

能会辱骂他人。但事实证明，高自尊且高自恋的学生最具有攻击性。

在教室的环境中依然如此——那些自尊和自恋都很高的人为了报复批

评过他们的同学，最有可能给予其很低的评价（Bushman & others，

2009；图5-2）。 自恋者可以是迷自恋、自尊和攻击性。自恋和自尊

交互影响攻击性。在布什曼及其同事的实验中（ Bushman &

others,2009），对同学的批评必报复的条件是：既要求自恋同时也要

求高自尊。人和有趣的。但正如一位智者所言：“假如你能越过他

们，上帝都会帮助你。”



图5-2

自恋、自尊和攻击性。自恋和自尊交互影响攻击性。在布什曼及其同事的实验中

（Bushman & others,2009），对同学的批评必报复的条件是：既要求自恋同时也

要求高自尊。

鲍迈斯特（Baumeister， 1996）说：“那些满怀热情地倡导自尊

运动的主张基本上不是幻想就是胡说八道。”他估计他“发表的有关

自尊的研究可能比任何人都多……自尊的影响是微弱的，有限的，而

且并不都是好的。”他指出，高自尊的人常常令人讨厌，而且常常喜

欢插嘴打断别人，他们喜欢对人评头论足，而不是与人交谈（与那些

害羞、谦虚、不爱出风头的低自尊的人相比）。“我的结论是，自律

远远比自尊更有价值。”

那么，那些自我膨胀的人，是否在掩饰他们内在的不安全感？那

些自恋的人，是否在内心深处厌恶自己？最近的研究发现，答案是



“否”。在自恋人格特质量表中得分高的人在自尊量表中得分也很

高。为了防止自恋者虚假地评价自己的自尊，研究者们做了一项实

验。他们让大学生去玩一个电脑游戏，这个游戏要求他们尽可能快地

按键去为“我”这个词搭配另一些词，这些词包括“好”、“极妙

的”、“非常好”和“对”，还有一些词是“坏”、“可怕的”、

“恐怖的”和“错”。自恋量表上的高分者会比其他人更快地将积极

词与自己联系起来，而将消极词与自己匹配的速度却会比其他人更慢

（Campbell & others， 2007）。自恋者甚至能更快地识别出“坦率

的”、“占优势的”和“坚定自信的”等词。我们可能以为一个自大

的同学仅仅是为了掩盖其不安全感，但更有可能的是，他们从心底就

认为自己极好。

经过数十年来对自我重要性的追踪研究，心理学家珍·温格

（Twenge，2006；Twenge & others， 2008）报告说，现在的年轻一

代（她称之为“我这一代”）表现出了更多的自恋（比如，他们会认

为，“如果让我来统治这个世界，世界会变得更好”，或者“我觉得

我是一个很特别的人”）。自恋人格中的条目与物质主义相一致，如

追求成名、膨胀的欲望、越来越少的忠诚关系和越来越多的“一夜

情”、赌博和欺骗，这些特质都在随着自恋的增加而上升。

低自尊和安全型自尊

“积极的自我概念与消极行为之间的联系”这一研究发现与“低

自尊者更容易面临各种临床问题”相矛盾。低自尊者面临的问题包

括：焦虑、孤独和饮食障碍。当感觉很糟糕或受到威胁时，他们更倾

向于透过有色眼镜来看待一切。他们注意并记住别人最坏的行为，并

认为伴侣不爱自己（Murray & others， 1998， 2002；Ybarra，

1999）。



安全型自尊的人——不是因为外在（例如成绩、长相、金钱和其

他的赞美），而是因为自己的内在特质而感觉良好的人——一直处于

健康的状态（Kernis，2003；Schimel & others， 2001）。克罗克及

其同事（Crocker & others， 2002， 2003，2004， 2005）对密歇根

大学的学生进行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与自尊建立在内部因素（如个

人品质）上的人相比，自尊主要依赖外部因素的人的自我价值感更脆

弱，他们会经历更多的压力、愤怒、人际关系问题、吸毒、酗酒以及

饮食障碍。

克罗克和帕克（Crocker & Park， 2004）指出，具有讽刺意味的

是，那些试图通过变漂亮、富有或受人欢迎来寻求自尊的人，对真正

有利于提高生活质量的东西却视而不见。进一步讲，如果良好的自我

感觉成为了我们的目标，我们就不易敞开心扉接受他人的批评，而是

会更加倾向于去抱怨别人而不是与他们产生共鸣，更加强迫自己追求

成功，而不是在行动过程中享受快乐。克罗克和帕克指出，时间久

了，如此寻求自尊并不能满足我们对能力、人际关系和自主性的深层

需求。对自我形象少关注一些，多注意开发自己的才能和发展人际关

系，才会为你带来更大的幸福感。

模块6 基本归因错误

后边的模块将揭示，对社会心理学家而言，最重要的研究课题是

我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会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每时每刻，我们的内

心活动和由此发出的言语和行为，都取决于我们所处的情境以及我们

给情境所带来的影响。研究表明，两种情境下的微小差异有时会对人

们的反应产生很大的影响。对于这一点我深有体会。同样是讲课，但

在上午8:30和晚上7:00我会得到不同的待遇。上午8:30，学生们会安

静地注视并向我问候，而在晚上7:00时，我又不得不打断学生们如派



对般的热烈讨论。虽然在每一种条件下都存在比其他人更健谈的人，

但这两种环境间的差异超越了个体间的差异。

归因理论的研究者发现人们在归因时存在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当

我们解释他人的行为时，我们会低估环境造成的影响，而高估个人的

特质和态度所造成的影响。因此，尽管知道在一天的不同时间上课会

对课堂讨论产生不同的影响，我还是禁不住下结论说，晚上7:00上课

的学生比上午8:30上课的学生更加外向。同样，我们会觉得人们摔倒

是因为他们笨拙，而不会觉得是因为他们被绊了一下；我们会觉得人

们微笑是因为他们高兴，而不会觉得是他们装作友好；我们会觉得人

们在高速路上从我们旁边飞驰而过是因为他们好斗，而不会觉得是因

为他们赶去开会快要迟到了。

这种个体在归因时低估情境因素作用的倾向，被李·罗斯

（Ross， 1977）称为基本归因错误（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这已在许多实验中得以证实。最早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中，琼

斯和哈里斯（Jones & Harris， 1967）让杜克大学的学生阅读评论家

有关支持或者反对A国领导人C的演讲稿。当告诉学生该演讲的立场由

评论家自己选择的时侯，学生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是评论家个人态

度的反映。但如果告诉学生该演讲的立场是教练指派的，那么他们又

会如何归因呢？人们只是假装支持某个立场时，会写出超出你预期的

强有力的论据（Allison & others， 1993；Miller & others，

1990）。因此，尽管学生们知道评论家演讲中支持或反对C的立场是被

指派的，但这并不影响他们认为评论家本人具有一定的支持或反对C的

倾向（图6-1）。人们似乎认为：“对，我知道他是被指派的，不过，

我认为他真的相信那种观点。”

在解释他人行为时，我们会犯基本归因错误，而对于自己的行

为，我们却常用情境因素来解释。所以伊恩会将他自己的行为归因于



情境（“我很生气，因为一切都乱套了”），但罗莎却认为“伊恩是

一个脾气暴躁的人，因此他总是满怀敌意”。当涉及到自己的时候，

我们通常选用描述行为和反应的词语（“当……时我会感到很苦

恼）。当涉及到他人的时候，我们更经常用那个人的特质如何来描述

（“他是个令人讨厌的人”）（Fiedler & Others， 1991；McGurire

& McGurire， 1986；White & Younger， 1988）。当丈夫认为妻子批

评自己是因为 “平庸和冷淡”时，丈夫更容易有暴力倾向

（Schweinle & Others， 2002）。当妻子对两人间关系流露出不满

时，会把最难听的话说给丈夫听，丈夫因此变得更加愤怒。

图6-1

基本归因错误。当人们读一篇支持或者反对C的演讲时，他们通常将评论的立场归结

于演讲者本人的态度，即使作者的立场是由辩论教练指派的。资料来源：Data



from Jones & Harris, 1967.

日常生活中的基本归因错误

如果我们了解了收银员说“谢谢，祝你今日愉快，”这句话是别

人教的，我们还会不自觉地认为这个收银员是友好又有礼貌的吗？我

们肯定知道如何对那些我们认为别有用心的行为打折扣的（Fein &

Others，1990）。但是，让我们思考一下，当威廉姆斯学院的学生与

一个假装热情友善或者孤僻冷淡的心理学研究生谈话时都发生了什

么。研究员纳波利坦和戈瑟尔斯（Napolitan & Goethals， 1979）事

先告诉一半的学生，这个研究生的行为是自发主动的。而告诉另一半

学生，为了达到这个实验的目的，她一直在假装友善（或者不友

善）。该信息会对他们的评价产生影响吗？结果发现一点没有影响。

如果她表现得友善，他们就认为她真的是一个友善的人；如果她表现

得不友好，他们就推断她是个不友善的人。同样，当看一个口技表演

中的木偶或者一个扮演“好人”或“坏蛋”的电影演员时，我们不可

避免地产生“剧本中的行为就是演员的本色表演”的错觉。这可能就

是《星际争霸》中扮演史巴克先生的摩伊把他的书取名为《我不是史

巴克》的原因吧。

罗斯等人（Ross & others， 1977）用令人深思的实验深刻地揭

示了人们会低估社会约束的影响。该实验重现了罗斯从研究生成为一

名教授的亲身经历。那些著名的教授用他们自己所精通的专业题目来

考察他，这令罗斯的博士生入学面试成为一次令其备感耻辱的经历。6

个月后，罗斯自己做了考官，现在，他可以在自己擅长的领域里提一

些尖刻的问题。被罗斯提问的那些倒霉的学生后来承认，他们几乎就

和罗斯半年前的感觉一样——对自己的无知非常不满，而对考官的睿

智印象深刻。



在这项实验中，罗斯与阿玛比尔以及斯坦梅茨一起进行了一项模

拟测验游戏。他随机指定了一些斯坦福大学的学生扮演考官，一些学

生扮演考生，其他一些学生作为旁观者。研究者要求那些作为考官的

学生编制一些能够证明自己知识面丰富的难题。我们所有人都能想象

到那些从个人擅长的领域出发而提出的问题会是什么样子：“班布里

奇岛在哪里？”“苏格兰女王玛丽是怎么死的？”“欧洲和非洲谁拥

有更长的海岸线？”如果仅仅是这几个问题就使你觉得自己很无知，

那么你就可以想象到这个实验的结果了。[2]

图6-2

所有参加模拟测验游戏的考生和旁观者都认为，那些被随机安排到考官组里的学生

都要比自己懂更多的知识。事实上，考官和考生的随机安排只不过从表面看上去好



像考官显得更有知识而已。这种错误认识的确证明了基本归因偏差。资料来源：

Data from Ross, Amabile, & Steinmetz, 1977.

所有人都知道考官是占优势的。但考生和旁观者（不是提问者）

都会错误地认为那些考官确实比考生懂得更多（图6-2）。后续的研究

表明，这些错误印象决不是较低社会智力的反映。甚至正相反，那就

是聪明的人和社交能力强的人更容易犯归因错误（Block & Funder，

1986）。

在日常生活中，那些拥有社会权力的人通常发起并控制谈话，而

这通常会导致人们高估他们的知识和智力水平。例如，人们通常认为

医学博士在其他许多与医学无关的领域也是专家。同样的，学生通常

高估老师的智商。（就像上述实验所示，老师在他们所熟悉的领域扮

演提问者的角色。）当这些学生中的某些人长大之后当了老师，他们

通常会惊奇地发现，老师也不是像他们原来想象的那么有智慧。

要进一步举例说明基本归因偏误，我们只须仔细反观自己的经历

就能发现。为了结识一些新朋友，比佛强装笑脸，小心翼翼地参加了

一个聚会。在聚会上，别人都谈笑风生，大家都显得轻松愉快。比佛

很奇怪：“为什么其他人那么轻松自在，而我却害羞又紧张呢？”实

际上，其他人也与比佛一样，也犯有同样的归因错误，自己内心紧张

得要命，都认为比佛和其他人就像他们表现得那样自信而欢乐。

我们为什么会犯归因错误

现在，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人们在解释他人行为时存在一种偏

见：我们通常忽略情境所起的重要作用。我们为什么会低估环境对他

人行为的影响而不会低估环境对自己行为的影响呢？

观点和情境意识



不同的观点

归因理论学家指出，当观察他人和我们自己的亲身经历时，我们

的观点会有所不同（Jones， 1976；Jones & Nisbett， 1971）。当

我们作为行动者时，环境会支配我们的注意；而当我们观察别人的行

为时，作为行为载体的人则会成为我们注意的中心，而环境变得相对

模糊。

伯特伦·马莱（Malle， 2006）通过分析173项实验总结出：行动

者与观察者之间的偏差是极小的。当我们感觉某种行为是有意而为并

且值得赞赏的，就会将它归因为我们自己的优点，而忽略情境的作

用。只有当我们表现得不好的时候，我们才更有可能将行为归因于外

部情境，而此时，某个旁观者则会不自觉地从我们的行为中推断出我

们的内部特质。

在一些实验中，要求参与者观看审讯过程中嫌疑犯认罪的录像。

如果他们从聚焦在嫌疑犯身上的摄像机的角度观看认罪过程，他们会

认为罪犯的认罪是真诚的；如果他们从聚焦在审讯员身上的摄像机的

角度观看，他们就会认为嫌疑犯是被迫认罪的（Lassiter & others，

1986， 2005， 2007）。尽管法官引导他们不要犯这种错误，但聚焦

点仍然会影响定罪判决（Lassiter & others， 2002）。

在法庭上，大部分的录像都是聚焦在疑犯身上的。拉丝特和达德

利（Lassiter & Dudley， 1991）指出，就像我们所预见的那样，检

察官将录像带播放给陪审团看，宣判有罪的概率几乎能达到百分之

百。拉丝特报告，根据这项研究，新西兰在国内颁布了一项新政策，

规定审问的录像必须给予审讯员和嫌疑犯同样多的关注，即都从侧面

进行拍摄。

观点在随时变化



一旦曾经可见的行动者在记忆中变得模糊，观察者通常会分配给

情境更多的权重。正如我们在上述琼斯和哈里斯（Jones & Harris，

1967）的具有启发性的归因错误实验中所见，听到某人以某一指定的

立场辩论后立刻做出归因的话，那么人们会假定那个立场就是辩论者

自己真正的立场。伯格和帕默（Burger & Palmer 1991）则发现，一

周之后再让他们做出归因时，他们会更多关注情境的限制。总统选举

结束后的第二天，伯格和帕维里希（Burger & Pavelich， 1994）询

问投票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选举结果，大部分人认为该结果恰恰说明

这个候选人很有个人魅力，这与其特殊的地位和身份分不开（特别是

执政党的胜利者更可能如此）。当一年后询问另一些投票者同样的问

题时，却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将结果归因于候选人的人格特质。大部分

人更加重视当时的环境因素，例如国家良好的状态和繁荣的经济。

下面我们来看看一些身边的例子：你通常是安静的、健谈的还是

说这是由情境决定的呢？通常人们都会说“这取决于情境”。但是，

当要求人们描述一位朋友时，或是描述他们5年前是什么样的，人们更

经常做个人特质和性格的归因。研究者普罗宁和罗斯（Pronin &

Ross， 2006）指出，当我们回忆自己的过去时，我们就变得和旁观者

一样了。对于我们中的大多数来说，“过去的你”并不是今天“现实

中的你”。我们几乎将过去的自己（以及那个遥远未来的自己）看成

是占据了我们身体的其他人。

这些实验都可以揭示出归因错误的原因：我们从自己关注的地方

寻找原因。这一点在个人经历中有所体现，你可以思考这样一个问

题：你认为你的社会心理学老师是一个健谈的人还是一个沉默寡言的

人？

我猜你一定认为他（她）是一个非常外向的人。请仔细考虑一

下：你的注意可能仅仅聚焦于老师在公众场合的行为，而这种情境要



求一名老师必须具备健谈的能力。而老师本人所观察到的自己则是在

许多不同环境中的自己——在教室，在会议中以及在家中。你的老师

也许会说：“我很健谈？嗯，那取决于环境。当我上课或者和好朋友

在一起时确实会表现得很外向。当我参加会议时或者处于一个陌生的

环境中时，我会觉得很害羞。”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的行为在不同

情境中变化，所以与从他人的角度相比，我们更认为自己是多变的

（Baxter & Goldberg，1987；Kammer， 1982；Sande & others，

1988）。“奈杰尔很紧张，菲奥娜很放松。而我是随情境而变的。”

文化差异

文化同样会影响归因错误（Ickes， 1980；Watson， 1982）。一

个持有西方世界观的人，更可能认为是人本身而不是环境导致了事件

的发生。在这种文化下，用内部原因解释人的行为更加受社会所赞许

（Jellison & Green， 1981）。“你能做到！”我们更多受西方积极

思维文化中的通俗心理学所支配。你会得到你应得的，你值得拥有你

所得到的。

在西方文化下成长起来的孩子学会了根据他人的人格特点来解释

个体的行为（Rholes & others， 1990；Ross， 1981）。我在念一年

级的儿子从学校给我带回来一个例子：他将零散的单词“gate the

sleeve caught Tom on his”组合成了 “The gate caught Tom on

his sleeve（那扇门夹住了汤姆的袖子）”。他的老师从西方文化观

来看这组单词，于是就认为这句话是错误的。老师给出的“正确”答

案把起因锁定在了汤姆身上：“Tom caught his sleeve on the

gate（汤姆让袖子夹进门里了）”。

在所有被研究过的文化中都存在基本归因错误（Krull &

others， 1999）。但是东亚文化下的人通常对环境的作用格外敏感。

因此，当意识到社会环境的影响作用时，他们很少设想他人的行为与



其内在特质相关（Choi & others， 1999；Farwell & Weiner，

2000；Farwell & Weiner， 2000；Masuda & Kitayama， 2004）。

某些语言是鼓励外部归因的。“我迟到了，”用西班牙俗语可以

说成“闹钟使我起晚了。”在集体主义的文化下，人们很少会根据个

人的人格倾向来进行归因（Lee & others， 1996；Zebrowitz-

McArthur， 1988）。他们并不认为一个人的行为是其内在特质的反映

（Newman， 1993）。当谈及某人的行为时，印度教信徒不像美国人那

样做出内在倾向的解释（“她是友好的”），而更愿意做出情境解释

（“因为她的朋友和她在一起”）（Miller， 1984）。

研究归因错误的必要性

基本归因错误具有基本性，原因是它用一种基本且重要的方式歪

曲了我们的解释。英国、印度、澳大利亚和美国的研究者都发现，人

们的归因倾向可以预测他们对穷人和失业人员的看法（Furnham，

1982；Pandey & others， 1982；Skitka，1999；Wagstaff， 1983；

Zucker & Weiner， 1993）。那些将贫穷和失业归因为个人特质

（“他们就是太懒、太没有追求了”）的人通常赞成不同情这些人的

政策（图6-3）。这种特质归因将行为归因于人们的性格倾向和特质。

那些做出情境性归因的人（“如果你和我也住在那样拥挤的环境中，

得不到良好的教育，还经常受到歧视，我们会富裕吗？”）则倾向于

支持给予穷人更多直接帮助和支持的政治立场。

如果我们意识到归因错误，这会对我们有所帮助吗？我曾经参加

过一些招聘职员的面试。有一位应聘者同时接受了我们六个人的面

试，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提了两到三个问题。面试结束后我暗

自思忱：“这个人太呆板、太笨拙了。”第二个应聘者是我在喝咖啡

时单独会见的，谈话不久我就觉得我们就像一对亲密的朋友。在我们



谈话的过程中，我逐渐形成了她是一个“热情、有魅力、有意思的

人”的印象。过后我才意识到基本归因错误，并且重新评价了我对这

两个人的分析。我将第一个人的呆板和后来那个人的热情归结到了他

们各自的人格特点上了；而后来我才发现，事实上，他们的行为差异

更多地是因为他们所处的面试环境不同造成的。

图6-3

归因和反应。我们对他人消极行为的解释决定了我们对这种消极行为的感受。

模块7 直觉的力量与危害



什么是直觉的力量呢？它是指不经过推理和分析就迅速了解事情

的能力吗？“直觉管理”的拥护者认为，我们应该转向直觉。他们认

为评价别人的时候，我们应该借助右脑的非逻辑智慧。当我们要聘用

或解雇某人，或者进行一项投资时，我们应该倾听我们的预感。在做

出判断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像影片《星球大战》中的天行者卢克学

习，不去理睬计算机系统的指挥，相信自己内心的力量。

直觉主义者认为，不经有意识的分析就可以获得重要的信息，这

种观点对吗？怀疑论者则认为，直觉只不过是“我们认为自己是正确

的，而不管实际上是否那样”，这两种观点哪一种正确呢？

启动实验表明，无意识确实控制我们的大部分行为。正如巴奇和

沙特朗（Bargh & Chartrand， 1999）解释的那样：“对绝大部分人

来说，其日常生活并不取决于清醒的意图和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而

是受内部心理过程的控制，它通过加工环境特征而起作用，并且不受

意识和指导的控制。”当交通灯变为红色时，我们下意识便做出反

应，踩下刹车。确实，麦克雷和约翰斯顿（Macrae & Johnston，

1998）认为：“几乎对每一件事情（例如开车、约会、跳舞）来说，

要想去做它，行动直觉就必须和效率低下的（即缓慢、序列处理、耗

用心理资源）受意识控制的工作相分离，否则我们什么也干不了。”

直觉的力量

17世纪的哲学家、数理学家帕斯卡尔指出：“心灵的活动有其自

身的原因，而理性却无法知晓。”三个世纪后，科学家们证实了这一

观点的正确性。我们知道的比我们意识到自己知道的要多得多。关于

无意识信息加工过程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即我们对在自己头脑中正

在发生的事情所知甚少（Bargh & Ferguson，2000；Greenwald &

Banaji， 1995；Strack & Deutsch， 2004）。我们的思维只有一部



分是受意识控制的（反应性的、深思熟虑的和有意识的），还有一部

分则是自动化加工的（冲动的、无需努力的和无意识的），这超出了

心理学家的想象。自动化的直觉思维不会出现在计算机屏幕上，而是

发生在计算机屏幕外，在我们的视线外，在那些地方没有理性。请想

象一下这些自动化思维的例子：

● 图式是自发地引导我们的知觉和解释的心理概念。我们是听到

某个人谈论sect（宗教教派）还是sex（性），不仅取决于他所说的词

语，而且取决于我们对所听内容的自动解释。

● 情绪反应通常是即刻的，在我们进行审慎的思考之前就已表现

了出来。神经通路的捷径是将从眼睛和耳朵那里收集到的信息传送到

脑区的感觉交换台（丘脑），并且下传至它的情绪控制中心（杏仁

核），而这些过程都在与思维活动有关的皮层以任何形式进行介入之

前发生（LeDoux， 2002）。我们的祖先会不自觉地被灌木丛中莫名的

声响吓一跳，而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可怕的。但是与那些更偏向审慎思

考的族人相比，如果这个声音是危险的动物发出的，那么我们的祖先

倒更有可能生存下来并将这种基因传递给后代。

● 如果人们积累了足够多的专业知识，他们就可能凭直觉获得问

题的答案。国际象棋大师凭直觉便可以识别有意义的棋形，而一个新

手通常意识不到。因为大师们对于棋局中的线索信息早已烂熟于心，

只要看一眼棋盘就知道如何走下一步棋。同理，打电话时我们只需听

到第一个词便可以辨别出朋友的声音，尽管我们对自己如何做到这一

点一无所知。

● 当面临快速决断却又缺乏专业知识时，我们的无意识思维就会

引导我们做出令人满意的选择。这就是阿姆斯特丹大学的心理学家艾

普·迪克特赫斯和他的合作者们（Dijksterhuis & others， 2006a，

2006b）通过实验所发现的。他们向参与者描述四间公寓然后让他们做



决定。将需要做出即时决定的人和有充分时间分析信息的人相比，结

果发现，对所做决定最满意的人是那些受到干扰和无法专心进行思考

的人们。虽然这些发现存在争议（Gonzalez-Vallejo & others，

2008；Newell & others， 2008），但有一点似乎是正确的：当面对

一个艰难的决定时，我们经常要花很多时间来考虑，甚至连睡觉都想

着这事，然后，等着我们无意识的信息加工过程带来直觉结果。

我们对一些事物——事实、名字和过去的经验——的记忆是外显

的（有意识的）。而对其他一些事物——技能和条件特征——的记忆

则是内隐的，意识无从知晓。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而这一点在那些

无法形成外显记忆的脑损伤病人身上表现得更明显。这样的病人永远

无法认出自己的医生，医生不得不每天都与她握手重新认识彼此。一

天医生在手上粘了枚针，当医生和她握手时，她痛得跳了起来。当医

生下次回来时，她依然无法认出他（外显的）。但是这个病人保存了

内隐记忆，不愿意再和这位医生握手。

有关盲视的例子同样令人惊奇。当人们由于手术或中风失去一部

分视皮层时，这部分视野可能会功能性地失明。当在他们失明的区域

内呈现一系列的细棒时，他们会报告说什么也没有看到。而当要他们

猜测刚才的细棒是水平呈现还是垂直呈现的时候，他们猜测得完全正

确，当被告知“你猜对了”后，他们本人也大吃一惊。正如“记得”

疼痛的握手的病人，他们知道的比自己意识到的要多。

人们认为人具有面孔识别能力是理所当然的。当你注视人脸时，

你的大脑首先将视觉信息分割为诸如颜色、深度、运动和形状这样的

附属维度，并同时对它们进行加工处理，然后再将这些成分整合起

来。最后，你的大脑以某种方式将知觉到的影像与之前储存下来的影

像进行对比。瞧，你迅速且毫不费力地认出了你的祖母。假如直觉是



指不经过推理分析就立刻明白某件事的能力，那么知觉过程可以100%

的算是直觉。

所以，许多习惯化的认知功能是在没有觉察的状态下自动且无目

的地发生的。我们的心理机能很像一个大公司，首席执行官——受控

制的意识——处理着最重要或者是最新异的事件，而将日常事情分配

给各个子系统处理。这种资源分配方式使我们能够对许多情况做出快

速、有效的反应。总而言之，我们的大脑所知道的比它告诉我们的要

多得多。

直觉的局限性

我 们 已 经 了 解 到 自 动 化 思 维 可 以 使 我 们 变 “ 聪 明 ”

（Gigerenzer， 2007）。洛夫特斯和克林格（Loftus & Klinger，

1992）虽然不是替其他对直觉智慧持怀疑观点的认知心理学家说话，

但他们指出：“无意识的普遍共识可能并不像先前研究者所认为的那

样敏锐。”例如，尽管阈下刺激可以激发个体做出微弱的快速反应，

即使达不到有意识唤醒水平也足够产生某种感觉，但并没有任何证据

表明，用磁带播放包含商业内容的阈下信息能够“重构你的无意识心

理活动”以帮助你获得成功。实际上，一项重要的证据表明，这些阈

下信息做不到这一点（Greenwald，1992）。

社会心理学家不仅探索了我们易于出错的事后判断，还探索了我

们的错觉——基于知觉的错误解释、想象和建构性的信念。米歇尔·

加扎尼加（Gazzaniga，1992， 1998， 2008）指出，那些在手术中被

切断了左右脑联系的患者会立即虚构出——并且确信——对自己迷惑

不解的行为的解释。如果研究者将“四处走动”的指示通过屏幕呈现

在这些患者非言语性的右脑半球，患者会起身并走几步，这时主管言



语的左半球将会立刻形成一个听起来非常合理的解释（“我想要找点

儿喝的”）。

“错觉思维”这一概念最近也出现在有关人们如何感知、存储和

提取社会信息的许多文章中。正如知觉研究者试图通过对视错觉现象

的探索，以揭示出一般的知觉机制一样，社会心理学家试图通过对错

觉思维的研究揭示出我们一般的信息加工过程。这些研究者想要给我

们描绘一幅日常社会思维的地图，并清楚地标出可能存在的危害。

当我们考察某些有效的思维模式时，一定要记住：关于人们如何

创造出虚假信念的例证并不能支持一切信念都是虚构的这种观点（尽

管如此，对虚假信念的了解有助于我们弄清楚它是怎样产生的）。

我们高估了自己判断的准确性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了解到我们的认知系统自动且高效地加工了

大量信息。但我们的效率却存在一种权衡现象，当我们解释自己的经

历和构建记忆时，我们的自动化直觉有时会出错，并且我们通常意识

不到这些缺点。对过去知识进行的判断中存在一种“智力自负”现象

（“我早就知道了”），这种自负会影响对目前知识的评价和对未来

行为的预测。尽管我们知道自己过去出过错，但我们对于未来的预

期，如我们会在截止日期前完成任务、很好地维持婚姻关系和遵守锻

炼计划，仍然相当乐观（Ross & Newby-Clark， 1998）。

为了探讨这种过度自信现象（overconfidence phenomenon），卡

尼曼和特韦尔斯基（Kahneman & Tversky， 1979）向实验参与者呈现

一些事实描述，要求他们填写在下面的空白处：“我有98%的把握确信

新德里到北京的空中航线距离要大于____英里但小于____英里。”[3]



大部分参与者都显得过度自信：大约30%的正确答案都在他们98%的自

信判断区间之外。

为了证实过度自信倾向是否扩展到了社会判断领域，邓宁等人

（Dunning & others， 1990）设计了一个小小的游戏，他们要求斯坦

福大学的学生猜测一个陌生人对一系列问题的回答，如：“你是独自

备战一次很难的考试还是和同学一起准备？”“你认为自己的笔记是

整齐的还是凌乱的？”参与者一开始只清楚问题的类型但并不知道实

际的问题，他们先要通过访谈了解目标个体的背景、爱好、学业兴

趣、愿望、星座——任何他们认为有用的内容。接着，要求目标个体

单独回答20个二选一的问题，然后这些访谈者对目标个体的答案做出

预测并对自己预测的确信度进行评定。

在63%的情况下，访谈者猜对了答案，超过概率水平13%，但是平

均来看，他们对自己的猜测有75%的确信度。而当猜测自己室友的回答

时，他们的命中率是68%，但却自认为有78%的确信度。除此之外，那

些最自信的人恰恰最有可能过度自信。人们在判断他人是否讲真话、

估计约会对象的性史或室友的活动偏好上表现出了明显的过度自信

（DePaulo & others， 1997；Swann & Gill， 1997）。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能力不足反而会助长过度自信倾向。克鲁格

和邓宁（Kruger & Dunning， 1999）指出，对能力的认识也是需要能

力的，那些在语法、幽默以及逻辑测验中得分最低的学生反而最有可

能高估他们在这些方面的才能。那些不知道何谓好的语法和逻辑的人

通常也不知道自己缺乏这些东西。如果让你写出由“psychology”这

个单词中所包含的字母组成的所有单词，你可能会自我感觉良好。但

是当你的一个朋友提醒你忘记了某个单词时，你就会感觉自己有些愚

蠢。卡普托和邓宁（Caputo & Dunning， 2005）在实验中再次考察了

这一现象，用以说明我们通过对自身缺陷的忽视来支撑着我们的自信



心。下面的实验提示我们，“对自身不足的忽视”易发生于那些看起

来容易的任务中，比如上面提到的包含“psychology”的构词任务。

在那些困难的任务中，差的表现通常被归结为自身能力的不足

（Burson & others， 2006）。

这种对自身缺陷的忽视可以解释邓宁（Dunning， 2005）的员工

评估实验所得到的惊人结论：别人眼中的我们比我们自己眼中的自己

要更加接近客观现实。在一项实验中，参与者观察某个人走进屋子、

坐下、读一段天气预报，然后走出去（Borkenau & Liebler，

1993）。仅仅依据这点信息，参与者对这个人的智商的估计与这个人

真实的智力测验得分的相关就达到0.30，而那个人对自己智商的估计

与实际分数的相关也不过为0.32！假如无知会产生虚假的自信，那么

我们可能会问：呀！我们无法察觉的缺陷到底有哪些？

人们更善于预测自己的行为吗？为了搞清楚这一点，沃伦等人

（Vallone & others，1990）在9月份开学的让大学在校生估计明年自

己会不会有一门课不及格，申报一个专业，或者选择搬校外住等事

情。尽管平均起来学生们对自己的预测有84%的确信度，但他们实际出

错的比率几乎是预测率的两倍。即使那些对自己的预测具有100%的确

信度的学生也出现了15%的错误。

让人们估计完成一项任务的可能性，例如一次学位考试，有研究

发现，当人们远离“真相”时，他们的确信度最高。临近考试的时

候，失败的可能性逐渐显露，而其确信度则明显下降（Gilovich &

others， 1993；Shepperd & others， 2005）。比勒和他的同事们

（Buehler & others， 1994， 2002， 2003， 2005）报告说：大部

分学生同样很自信地低估了写论文和其他学位作业所需的时间。这并

不是个别现象：



● “计划谬论”。今天你有多少空闲的时间？从现在起的一个月

之内你觉得你又会有多少闲暇时间呢？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乐观估计了

自己完成任务的进度，因此错误估计了自己所拥有的闲暇时间

（Zauberman & Lynch， 2005）。同样，那些专业计划者通常会低估

工程所需的时间和费用。1969年，蒙特利尔市市长琼·德拉波自豪地

宣称，他们将耗资1.2亿美元建设一个屋顶可以伸缩自如的体育场以供

1976年奥运会使用。结果，这个屋顶在1989年才完工，并且仅屋顶便

花费了1.2亿美元。1985年，官方人员估计波士顿的“大坑”高速公路

工程将花费26亿美元，1998年完工。最后，实际工程耗资暴增到146亿

美元，2006年才最终完工。

● 股票经纪人的过度自信。投资专家在将自己的服务投入市场时

通常伴随一种自信的假设，那就是他们能够获得超过股市的平均回报

率。他们忘记了对于每一个股票经纪人和股民来说，在某一价格上喊

“卖出”的同时会有另一个声音喊“买入”。而股价正是这种双向信

心判断的平衡点。经济学家马尔基尔（Malkiel， 2007）因此得出结

论认为，由投资分析师选出的共同基金组合的表现并不比随机选出的

股票更好。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

● 政治上的过度自信。过度自信的决定者可能会带来一场浩劫。

充满自信的阿道夫·希特勒在1939~1945年间对整个欧洲发动了战争。

充满自信的约翰逊在20世纪60年代将武器和士兵投入越南，试图挽救

那里的政权。充满自信的萨达姆·侯赛因在1990年挥军侵入科威特，

并在2003年宣称要打败入侵者。充满自信的布什宣称和平与民主将遍

布自由的、欣欣向荣的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将被销毁。

个体为什么会过度自信呢？为什么经历无法使我们的自我评价更

客观一些呢？一方面，人们总是将过去错误的判断回忆为基本上是正

确的。泰特洛克（Tetlock， 1998， 1999， 2005）通过对许多学术



界和政府专家的采访发现了这一点，他要求这些人——从20世纪80年

代末的角度——为苏联、南非和加拿大的未来政府管理做规划。五年

之后，苏联解体了，非洲变成了各种族和睦相处的民主政体，而加拿

大继续维持着完整统一。这些专家对自己对这些转折性事件的预测有

80%的确信度，但这些预测的实际正确率不足40%。然而，在重新思考

自己的判断之后，那些出错的人仍然相信他们基本上是正确的。“我

基本上是正确的，”许多人说，“强硬派几乎已经取得了反戈尔巴乔

夫政变的胜利。”“魁北克分离主义者几乎已赢得了关于分离的公民

投票权。”“要不是德克勒克和曼德拉达成了一致，黑人占多数的南

非在上台执政的转型中肯定会有更多的流血事件发生。”伊拉克战争

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只是执行中出现了问题，许多支持伊拉克战争的

人都以此为借口。在政治问题专家这个群体中——还有股评家、心理

健康工作者和体育预言家——过度自信似乎是难以克服的。

人们往往会去寻找那些支持自己信念的信息。你也可以试一下，

沃森（Wason，1960）通过给人们呈现符合某个规律的由三个数组成的

系列——2、4、6——从而证实了这一点（规律只不过是任意三个以升

序排列的数）。为了保证人们能够发现这一规律，沃森鼓励每个人生

成一系列由三个数组成的数字组。每一次沃森都告诉他们数字组是否

符合规律。当人们确信自己已经发现了其中的规律时，就可以停止并

宣布出来。

这会出现什么结果呢？几乎没有人猜对但他们却又个个确信不

疑：29个人中，有23个人发现的规律是错误的。他们一般会形成关于

该规律的错误信念（例如，逐次加2），然后试图寻找支持性的例证

（例如，检验8、10、12），而并非尝试去证明自己的直觉不成立。与

寻找证据证伪自己的信念相比，我们更愿意证实它们。我们把这种现

象称作验证性偏见（confirmation bias）。

对过度自信的矫正



我们可以从对过度自信的研究中得到什么启发呢？一个启发是要

对别人独断性的陈述保持谨慎。即便当人们看起来十分确信自己正确

的时候，他们也可能是错的。自信和能力之间没有什么必然一致的关

系。

有两种技巧可以成功地降低过度自信。一种是即时反馈

（Lichtenstein & Fischhoff， 1980）。在日常生活中，气象预报员

和那些设定赌马赔率的人每天都会得到清晰的反馈信息。因此，这两

个群体中的专家在预测自己的准确率时都做得十分出色（Fischhoff，

1982）。

为了降低“计划谬论”的过度自信，人们可以分解任务——把任

务分解成几个部分——并分别估计完成每个部分所需要的时间。科努

尔和伊万斯（Kruger & Evans， 2004）的报告指出，这样所估计出的

完成时间会更现实些。

当人们开始思考为什么一个观点可能是正确的时候，该观点就开

始看起来像是正确的了（Koehler， 1991）。因此，另一种降低过度

自信的方法就是让人们去设想自己的判断可能是错误的：迫使他们去

考虑无法证实自己信念的信息（Koriat & others， 1980）。经理们

可以坚持要求所有的提案和建议都必须涉及导致它们可能无效的原

因，以鼓励更多合理现实的判断。

尽管如此，我们在任何一点上都不应该低估人们的合理自信或摧

毁他们的果断决策。在那些需要人们表现出智慧的时刻，那些缺乏自

信的人无法毫不犹豫地说出或做出坚定的决定。虽然过度自信会让我

们付出代价，但基于现实的自信是有适应意义的。

构建记忆



你是否同意下面的这段陈述？

记忆就好比大脑中的一个储物箱，我们将各种材料储存在其中，

日后需要时可以再从中拿出来。偶尔，有些东西也会从“储物箱”中

丢失，那时我们就说我们忘记了。

大约85%的大学生同意这种观点（Lamal， 1979）。正像一则杂志

广告中说的那样，“科学业已证实，生活中积累的经验可以非常完美

地保存在记忆中。”

事实上，心理学的研究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我们的记忆并不是

我们记忆库中所存信息的精确复制品。相反，我们会在提取信息的同

时对记忆进行建构。就像古生物学家根据化石推断出恐龙的实际样子

那样，我们也是用自身当前的感受和期许将许多不连贯的信息碎片整

合起来，重构我们的过去。因此，我们可以轻易地（无意识地）修正

自己的记忆使其更符合我们当前的认识。我的儿子曾抱怨道：“我6月

份的《板球》杂志怎么还没到，”当别人告诉他杂志在哪里时，他高

兴地回应道：“噢，我就知道我曾经收到过。”

重构我们过去的态度

五年前，你对核能源持有什么观点？你又是怎么看待你们国家的

总统或者首相的？你是怎么看待你的父母的？如果你的态度改变了，

那么你认为改变的程度有多大呢？

一些研究者研究了上述问题，得出了令人气馁的结果。那些态度

发生了改变的人，常常坚持认为自己一直以来都是这样想的。达里尔

·贝姆和基思·麦康奈尔（Bem & McConnell， 1970）在卡内基-梅隆

大学的学生中进行了一项调查。调查内容是一个关于学生控制大学课

程的问题。一周之后，这些学生同意帮忙写一篇短文以反对学生控制

课程。写完文章之后，他们的态度转变为极力反对学生控制。当要求



他们回忆在写文章之前自己是如何回答问题的，学生们表示“记得”

自己当时的观点和现在的相同，并否认受到了实验的影响。

在观察到克拉克大学的学生同样否认了他们先前的态度之后，研

究者威克森和莱尔德（Wixon & Laird， 1976）发表评论，学生们改

变自己态度的“速度、程度和确定性非常令人震惊”。正如乔治·瓦

利恩特（Vaillant， 1977）在对一些成人进行追踪研究之后所得出的

结论：“毛毛虫化茧成蝶之后会认为自己小时候是小蝴蝶，这种事太

常见了。成长和成熟把我们都变成了说谎的人。”

积极的记忆构建的确可以美化我们的回忆。米切尔和汤普森

（Mitchell & Thompson， 1994， 1997）及其同事指出，人们经常会

给回忆蒙上一层玫瑰色——他们把一些细小的令人愉快的事件回想得

比实际所经历的要美好得多。无论是参与了为期三周的自行车旅行的

大学生，还是参加了澳大利亚旅行团的上点年纪的成人或是度假中的

本科生，他们都报告说喜欢自己的旅途。但是他们在之后的回忆中，

对这段经历的评价却更高了，将一些不愉快的或者无聊的事情最小

化，将令人高兴的事情留在了脑海中。同样，我旅居苏格兰时的美好

时光现在（回到办公室后我面对的是一堆紧迫的工作和干扰）被我美

化成了纯粹的快乐。那些薄雾和小虫子都已模糊不清，而壮丽的景

观、清新的海洋气息和我最爱的茶室却还历历在目。对于任何积极的

经历，那些愉快的感觉有的存在于我们的预期里，有的存在于实际经

历中，还有一些则留在玫瑰色的回忆里。

麦克法兰和罗斯（McFarland & Ross， 1985）发现，当我们同他

人的关系改变时，我们关于他人的回忆也会被改变。研究者让大学生

评价他们的固定伴侣。两个月后，他们再次评价先前的伴侣。那些更

加相爱的人倾向于认为他们是一见钟情，而那些已经分手的人则倾向

于把自己的伴侣回忆成自私的或者是脾气不好的。



霍姆伯格和霍姆斯（Holmberg & Holmes， 1994）发现了同样的

现象。在393对新婚夫妇中，绝大部分的人报告说感到非常幸福。当两

年之后再次对他们进行调查时，那些婚姻已经变质的人回忆说他们的

婚姻从开始时就很糟糕。霍姆伯格和霍姆斯评价说，结果非常“恐

怖”，“这种偏见导致了一种恶性循环。你对伴侣的看法越糟糕，你

记忆中的他或她也就越糟糕。这只会更加坚定你现在的消极态度。”

这并不是说我们对过去的感觉毫无意识，只是当记忆模糊的时

候，现在的感受主导了我们的回忆。让寡妇和鳏夫尝试回忆5年前配偶

离世时自己的感受，结果发现他们现在的情感状态会影响到他们的记

忆（Safer & others， 2001）。病人回忆自己几天前的头疼时，他们

现在的感觉决定着他们的回忆（Eich & others，1985）。每一代的父

母都在为下一代的价值观哀叹，部分原因是他们错误地认为自己年轻

时的价值观与自己现在的价值观很接近。而当每一代年轻人回忆自己

的父母时，他们都会根据自己当前的感受将父母描述成令人愉快或令

人悲伤的（Bornstein & others， 1991）。

重构我们过去的行为

我们的记忆也会重构其他方面的过往行为。罗斯、麦克法兰和弗

莱彻（Ross，McFarland，& Fletcher， 1981）对滑铁卢大学的学生

传达一条信息，使他们相信刷牙的必要性。之后，在一项完全不同的

实验里，这些学生回忆起在此之前的两周内他们刷牙的次数比那些不

知道此条信息的学生要多。同样，美国人报告他们抽烟的数量比实际

上销售出去的烟支要少得多（Hall， 1985）。并且人们回忆自己投票

的数量要比实际记录的投票数量多（Census & Bureau， 1993）。

社会心理学家格林沃尔德（Greenwald， 1980）提出的这些结论

与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中的描写很相似，小说写道：“在记

忆中，事情有必要按照期望的方式发生。”不错，格林沃尔德的确提



到，我们都有一个“独裁的自我”，它改变我们的过去使其符合我们

现在的观点。这样，我们会低估那些不好的行为，突出那些好的行

为。

有时候，我们现在的观点是经过改良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

能将自己的过去回忆得与其实际情况更加不同。这种倾向可以解释一

组比较一致又令人困惑的发现：平均来看，那些参加心理治疗、减肥

项目、戒烟和锻炼的人实际上只表现出了适度的改善。但是他们通常

报告说有很明显的收益（Myers， 2010）。康韦和罗斯（Conway &

Ross， 1986）解释了为什么人们会在自我发展上花那么多的时间、精

力和金钱，因为他们可能这样想：“我现在可能是不完美的，但是我

在此之前更糟糕，而且这些努力确实使我受益。”

模块8 非理性的原因

哪一物种更配得上灵长类的称谓——是聪明的人类吗？我们的认

知能力在识别模式、处理语言以及加工抽象信息方面都超过了最智能

的计算机。我们的信息加工能力也非常高效。我们在短时间内可以加

工大量信息，我们擅长心理捷径。科学家们惊异于我们形成印象、判

断和解释的速度与随意性。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仓促间做出的概括

——“那是危险的！”——具有适应意义。这种直觉判断增加了我们

生存的机会。

但是，我们的适应性效率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仓促下结论有时会

出错。那些有助于我们简化复杂信息的策略可能将我们引向误区。为

了提高我们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我们首先来考虑四种非理性的原因

——也就是人们形成或坚持错误信念的常见方式：

1. 我们先入为主的概念控制着我们的解释；



2. 我们更容易受到先验事物的影响，而不顾统计上的事实；

3. 我们错误地理解相关和控制；

4. 我们的信念可以形成自己的结论。

我们的先入之见控制我们的解释

人类心理有一种显而易见的事实：我们先入为主的概念指导我们

如何知觉和解释信息。我们通过信念的有色眼镜去观察和解释世界。

“确实，先入为主很重要，”人们承认先入为主的概念会影响社会判

断，却从未意识到这种影响会有多大。

沃伦、罗斯和莱珀（Vallone， Ross，& Lepper， 1985）开展的

实验证明了先入为主到底有多重要。他们向支持以色利和支持阿拉伯

的学生分别提供6段从网络上下载的关于1982年在黎巴嫩两所难民营屠

杀难民的新闻片断。如图8-1所示，每一组被试都将新闻看成是对自己

这边不利的。

这种现象很常见：球迷们总是认为裁判偏袒另一方。总统候选人

和他们的拥护者几乎总是认为媒体对他们的理由无动于衷

（Richardson & others， 2008）。在2008年的美国总统竞选中，希

拉里·克林顿的支持者、巴拉克·奥巴马的支持者以及约翰·麦凯恩

的支持者都认为媒体对他们的参选人心存偏见，并且举出了具体事

例，有时候这些偏见貌似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和年龄歧视。



图8-1

亲以色列和亲阿拉伯的学生在看了网络上描述“贝鲁特大屠杀”的新闻后，都认为

这些报道是在极力反对自己的观点。资料来源：Date from Vallone,Ross　&

Lepper, 1985.

但是这并不仅仅局限于粉丝和政客。每个地方的人都认为媒体和

调解人站在对方的立场。“人总是主观的，”一家媒体评论这样说道

（Poniewozik， 2003）。事实上，可以利用人们对偏见的知觉来评价

他们的态度（Saucier & Miller，2003）。告诉我你从哪里看到了偏

见，我就能获得有关你所持态度的线索。



我们关于世界的假定有时候甚至会使矛盾的证据看起来是有利于

自己的。例如，罗斯和莱珀协助洛德（Lord，1979）调查学生们对两

种假想的研究结果的评价。这些学生中有一半支持死刑，而另一半学

生则反对死刑。其中一项研究支持了死刑具有威慑力量的观点，而另

一项研究的结果是反对死刑。结果是：支持和反对死刑的学生都较容

易接受与他们观点相同的证据，而极力批评和反对与其观点相悖的证

据。研究表明，即使同一个证据同时拥有两种观点也不会降低学生们

对自己信念的支持，反而更起了促进作用。

这是否就是为什么政治、宗教和科学中模糊的信息通常会引发冲

突的原因呢？美国总统竞选的电视辩论很大程度上会使辩论观点得到

更多支持。那些明确支持某一候选人的人们在观看辩论后大约有十分

之一左右会认为自己支持的候选人已经赢得了竞选（Kinder &

Sears， 1985）。

除了上述这些关于人们固有的社会和政治态度的研究外，研究者

们还操纵了人们的先入之见，结果发现它对人们解释和回忆事件产生

了惊人的影响。麦伦·罗斯巴特和柏米拉·比勒尔（Rothbart &

Birrell，1977）让俄勒冈大学的学生评价图8-2中那个男人的面部表

情。有一部分学生被告知他是盖世太保的领导人，二战中对在集中营

难民身上实施野蛮的生化实验负有重要的责任。这部分学生很自然地

将他的表情知觉成“冷酷无情”。（你能仅从平静的轻蔑表情中看到

这些吗？）而另一部分学生被告知他是反纳粹组织地下运动的领导

者，并勇敢地拯救了数以千计的犹太人。这些学生则认为他面容慈

善，充满了热情。（你只需看看那富有同情心的眼神和微笑的嘴

角。）

电影制作者可以通过操纵背景来控制人们对面部情绪的知觉。他

们称之为“库勒乔夫效应”，这一效应是以一位俄罗斯导演库勒乔夫



的名字命名的。这位导演能够巧妙地通过操纵观众的假设来引导他们

做出推论。库勒乔夫制作了三个短片来说明这个现象。在短片当中，

人们会首先看到如下三个镜头中的一个：一个死亡的女人，一盆汤，

一个玩耍的女孩子。之后给人们呈现一个相同的画面，即一个演员的

中性表情面孔。结果人们认为第一个短片中的演员的表情是伤感的；

第二个短片中则是在沉思；第三个短片中是快乐的。



图8-2

你也来判断一下。这个人到底是冷酷还是慈善？如果告诉你他是一个纳粹分子，你

会不会觉得他的脸有什么不同？

难忘的事件比事实更易令人动摇

设想以下问题：伊拉克和坦桑尼亚哪个国家的人口更多？（答案

见下页）

你很可能会根据映入头脑中的例证来做答。如果某些例证在我们

的记忆中是现成可得的——就像伊拉克人一样——那么我们就会觉得

其他类似的例证是常见的。通常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经常运用这一认

知规则进行判断，我们将其称为易得性启发式判断（availability

heuristic）。简言之，我们越容易回想起某个东西，那个东西就越可

能是真的。

但有时这个规则会欺骗我们。假如给人们听由女性的名人（詹妮

佛·洛佩茨、维纳斯·威廉姆斯、希拉里·克林顿）和男性的非名人

组成的一系列名字混合而成的名单（唐纳德·斯卡尔、威廉·伍德、

梅尔·贾斯珀），那些名人的名字在随后的认知活动中更容易被人们

识别。因此，大部分人会回忆说刚才听到了更多的女性名字

（McKelvie， 1995， 1997；Tversky & Kahnman， 1973）。与那些

较难形象化的事件相比，那些鲜明的更容易形象化的事件，例如鲨鱼

袭击或者那些症状很容易被形象化的疾病，可能同样会被认为是较容

易发生的（ MacLeod & Campbell ，  1992；Sherman & others ，

1985）。甚至那些小说、电影和电视中的虚构情节也会给人们留下印

象，深深地影响我们随后的判断（Gerrig & Prentice，1991；Green

& others， 2002；Mar & Oatley， 2008）。



易得性启发式判断的运用可以揭示出一条基本的社会思维规律：

人们从一条一般公理演绎出一个具体例证的过程是缓慢的，但是，他

们从某一个鲜明的例证归纳出一般公理的过程则是非常迅速的。毫无

疑问，在听到或读完关于强奸、抢劫和殴打的故事之后，加拿大人十

有八九会高估——通常幅度很大——与暴力有关的犯罪率（Doob &

Roberts， 1988）。同样，南非人看过一系列关于黑社会抢劫和杀戮

的醒目大标题之后，对1998年至 2004年间的暴力犯罪数量的估计翻了

一番，但是实际情况是犯罪数量显著下降了（Wines， 2005）。

易得性启发式判断可以解释为何生动的奇闻轶事通常会比统计信

息更引人注目，以及为何感知到的风险和真实的风险间总是非常不匹

配（Allison & others，1992）。我们因为禽流感（H1N1）而焦虑不

安，但却没有耐心接种普通流感疫苗，其实有成千上万的人都死于普

通流感。我们为了极为少见的儿童绑架事件焦虑不安，但我们却懒得

给孩子扣安全带。我们害怕恐怖主义，但是对全球气候变化——“缓

慢走向世界末日”——却无动于衷。简言之，我们为了小概率事件忧

心忡忡，却忽略了大概率事件。这就是凯斯·桑斯坦（Sunstein，

2007b）所谓的“概率性忽视”现象。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飞机失事的电视新闻片段是很容易联想起

来的记忆，尤其是“9·11”之后，所以我们通常认为乘商用飞机旅行

要比乘小汽车旅行风险更高。实际上，从2003年到2005年间，在同样

距离的情况下出行，美国旅行者发生汽车事故死亡的概率是飞机失事

的230倍（联邦安全委员会，2008）。在2006年，飞行安全委员会在报

告中提到，在西方制造的商用飞机中，每420万次飞行中才有一次飞行

事故（Wald， 2008）。对大多数空中旅行者来说，旅行中最危险的一

段便是驾车去往飞机场的路上。



在“9·11”事件之后不久，随着人们弃飞机旅行而改为陆路旅

行，我估计如果20%的美国人放弃飞机而选择坐汽车的话，可以预期在

接下来的一年中会增加800例交通死亡事故（Myers， 2001）。一个好

奇心强的德国研究者（为什么我没有想到这个？）检查了事故发生数

据，结果发现在2001年的最后3个月的死亡人数比之前5年间每3个月的

平均死亡人数多出了350人（Gigeranzer， 2004）。从这点来看，

“9·11”事件的恐怖袭击者，以一种令人察觉不到的方式——在美国

的公路上——杀死了更多的人，多于他们所袭击的那4架飞机上的266

名乘客。

至此，事实已经相当明确了，我们天真的统计直觉以及对统计结

果的恐惧，并不是建立在计算和推理的基础上，而是受易得性启发式

判断所带来的情绪的影响。在这本书出版之后，可能还会有一些不可

思议的自然灾害或恐怖事件，而这些事件将会再次激发我们新的恐

惧、 警戒以及易得性启发资源。在媒体的强化下，恐怖主义者将会再

次达到他们的目的，引起我们的关注、耗尽我们的资源，使我们的注

意力偏离那些日常的、平淡无奇的、潜伏的危险，而它们才是能够通

过时间的累积摧毁生命的，病毒每天夺走的生命相当于4架747飞机上

满载的儿童数量（Parashar & others， 2006）。但是另一方面，引

人注目的事件也同样可以使我们警惕真正的风险。一些科学家称，

2005年的飓风卡特里娜和丽塔来袭前，引发了对全球变暖的关注，比

如海平面升高、酿成极端天气，这注定成为大自然对抗大规模破坏的

武器。

我们对相关和控制的误解

另一种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思维方式是我们试图在随机事件中寻

找规律，这种倾向会令我们误入歧途。



上一页问题的答案：坦桑尼亚有4000万人口，远远超过伊拉克的

2800万人口。大部分对伊拉克印象深刻的人都回答错误。

错觉相关

要在没有相关的地方看到相关很容易。当我们期待发现某种重要

的联系时，我们很容易会将各随机事件联系起来，从而知觉到一种错

觉相关（ illusory correlation ）。沃德和詹金斯（ Ward 　 &

Jenkins， 1965）向人们报告了一项假想的50天人工降雨试验的结

果。他们告诉实验参与者在这50天中的哪几天人工降雨，哪几天下了

雨。这些信息只是一堆随机信息的混合，有时人工降雨之后下了雨，

而有时并没有下。尽管如此，人们仍然确信——与他们对于人工降雨

效应的观点相一致——他们确实在人工降雨和下雨之间发现了相关。

另一些实验也证实了人们很容易将随机事件知觉为对自己信念的

支持（Crocker， 1981；Jennings & others， 1982；Trolier &

Hamilton， 1986）。假如我们相信事件之间存在相关，我们更可能注

意并回忆出某些支持性的证据。假如我们相信前兆与事件本身有联

系，我们就会有意注意并记住前兆和稍后相继出现的一些事件。假如

我们相信胖的女人比较不快乐，那么我们就会觉得自己看到了这样的

联系，即使我们事实上并没有（Viken & others， 2005）。一直以

来，我们很少能注意或记住不寻常的事件之间的不一致。假如在我们

想起某个朋友之后，恰好他打来电话，我们就会注意并记住这个联

系。我们并不会去注意一直以来当我们想起某个朋友时，他之后并未

打来电话的情况，或者我们接到我们未曾想念的朋友打来电话的情

况。

控制错觉



将随机事件知觉为有联系的倾向往往容易产生一种控制错觉

（illusion of control）——认为各种随机事件受我们的影响。这会

驱使赌徒不断下赌注，也令我们其余的人去干各种不可能之事。

赌博

兰格（Langer， 1977）对赌博行为的研究证实了控制错觉的存

在。当要求彩民出售彩票时，与那些由别人分配彩票号码的彩民相

比，自己抽彩的彩民的要价是前者的四倍。与一个精明而自信的对手

玩随机游戏会比与一个笨拙而紧张的对手玩时下的注要多得多。掷骰

子和转动轮盘都会增加人们的信心（Wohl & Enzle，2002）。通过多

种方法，研究者在50多项实验中一致发现，人们行动时往往认为他们

能够预测并控制随机事件（Presson & Benassi， 1996；Thompson &

others，1998）。

对真实生活中赌博行为的观察验证了这一实验发现。掷骰子的人

希望掷出小点时，出手相对轻柔，而希望掷出大点时，则出手相对较

重（Henslin， 1967）。赌博业正是依靠这一赌徒错觉而兴旺发达起

来的。赌徒一旦赌赢了就归因于自己的技术或预见力。如果输了就是

“差一点就成了”或者“倒霉”，或者对体育赌徒来说，也可能是由

于裁判的一个错判或足球的一次奇怪的反弹所致（Gilovich &

Douglas， 1986）。

股票交易者同样喜欢由自己选择和控制股票交易而带来的“权力

感”，就好像他们的控制比一个“有效率的市场”做得还要好。一个

广告宣称网上投资“与控制有关”。唉，控制错觉导致人们过度自

信，通常会给人们带来交易成本之外的损失（Barber & Odean，

2001）。

趋均数回归



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Tversky & Kahneman， 1974）发现了另一

条可能产生控制错觉的路径：我们没有认识到趋均数回归

（regression toward the average）这一统计学现象。由于测验分数

在一定程度上会随机上下波动，所以绝大部分上一次考试得分很高的

人下一次的考试分数将稍有下降。因为他们第一次的分数达到了最高

值，所以第二次的分数更可能下降（“回归”），趋向其自身的均值

而不是继续将最高值推向更高。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每次作业都完成得

很出色的学生，即使并非每次都是最好的，也很可能会在课程结束时

在班级内名列第一。反过来讲，在第一次考试中得分最低的学生很有

可能在以后的考试中提高成绩。如果那些得分最低的学生在第一次考

试后去老师那里寻求帮助，当其成绩提高时，老师可能会认为自己的

辅导是有效的，尽管实际上它并未起任何作用。

事实上，当事情处于最低谷时，我们会尝试任何行为，而无论我

们尝试什么——去看心理治疗师，开始一个新的节食和锻炼计划，阅

读一本自助书——都更可能带来改善而非进一步恶化。有时我们会认

识到事情不会持续停留在某一个极好或极坏的点上。（当极好或极差

的时候，我们倾向于向平均数看齐。）

我们的信念可以产生证明自己的证据

我们的直觉信念抗拒现实的另一个原因是：有时直觉信念会引导

我们按照能证明该信念的方式去行动。所以我们对他人的信念可能变

成自我实现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ies）。

罗伯特·罗森塔尔（Rosenthal， 1985， 2006）在其著名的关于

“实验者偏见”的研究中发现，实验参与者会按着他们认为的实验者

想要的结果来行动。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要求参与者判断照片中出

现的不同人的成功。研究者给所有参与者读相同的指导语，并给他们



看同样的照片。尽管如此，那些期望参与者做出较高评价的研究者比

那些期望参与者把照片中的人看做失败者的研究者获得的评价更高。

更令人吃惊且富有争议的是，报告指出老师对学生的信念会产生类似

的自我实现预言。如果老师相信一个学生数学很好，他会真的做得很

好吗？让我们来做个实验验证一下吧。

教师的期望会影响学生的表现吗

老师对一部分学生的期望确实比对其他学生更高。如果你在学校

有一个成绩比你好的兄弟或姐妹，如果你获得老师诸如“很有才华”

或“学习能力不足”这样的评语，或者被认为是“能力很高”的或

“能力一般”的学生，那么你可能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可能和老师

在办公室的谈话为你带来了超出自己实际水平的名声，也可能你的新

老师仔细翻阅了你的学籍档案或发现了你的家庭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这种期望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根据罗森塔尔的报告，在近500篇已

经发表的实验研究中，只有40%的案例显示老师的期望会显著地影响学

生的成绩（Rosenfhal， 1991， 2002）。低期望不会毁掉一个有能力

的儿童，高期望也不会奇迹般地将一个留级生变成优秀的毕业生。人

的本性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

然而，较高的期望确实会影响成就低的人，对他们来说老师的正

面态度可能是一缕带来希望的清新空气（Madon & others， 1997）。

这些期望是如何传达的呢？罗森塔尔和其他研究者指出，老师对那些

“潜力较高的学生”施以更多的关注、微笑和点头。老师也有可能花

更多的时间教导这些有才华的学生，给他们设定更高的目标，更多地

对他们家访，并给他们更多的时间来回答问题（Cooper，1983；

Harris & Rosenthal， 1985， 1986；Jussim， 1986）。



看完关于老师对学生期望的实验，让我也很想知道学生对老师的

期望效应。毫无疑问，在课程开始之前你就已经听说了“史密斯教授

很有趣”和“约翰教授是一个乏味的家伙”。费尔德曼等人发现

（Feldman & Prohaska， 1979；Feldman & Theiss， 1982），这样

的期望对学生和老师都有影响。在一项学习实验中，与对老师期望较

低的学生相比，那些对教自己的老师抱有高期望（老师意识不到）的

学生觉得老师更出色和有趣。此外，这些学生实际上学到的东西也更

多。在随后的另一项实验中，引导女士们相信自己的男指导员是性别

歧视者之后，这些女士们和这位男指导员的相处就不那么愉快，后来

的表现也较差。她们对这些指导员能力的评价也低于那些没有将男指

导员预期为性别歧视者的女士们（Adams & others， 2006）。

这些结果全都是学生的看法导致的吗？还是老师同时也受到了自

我实现预言的影响呢？在后续的实验中，费尔德曼和普罗哈斯卡录制

了一些老师的录像并且让观看者评价他们的表现。当给某个老师指派

的学生通过非言语行为传达出积极的期望时，该老师被评价为最有能

力。

为了看一看是否在实际的课堂上也存在这种效应，一个由戴维·

贾米森（Jamieson， 1987）领导的研究小组对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四个

高中班进行了实验研究，这四个班的一门课程由一位新调来的老师来

教授。在个人访谈中，他们告诉其中两个班的学生，其他所有学生和

研究者对这位新老师的评价都很高。研究发现，与对照班级相比，被

赋予了更高期望的学生在上课时更专心。在学期末，他们也获得了更

好的成绩并评价老师讲得更清楚。看起来，一个班里的学生对老师的

态度和老师对学生的态度同样重要。

我们能从他人那里获得我们的期望吗



虽然研究者和教师的期望通常是相当准确的，但偶尔这种期望会

表现为自我实现预言。但这种效应的可推广程度如何？我们能从别人

那里获得我们的期望吗？研究表明，自我实现预言在工作情境中（拥

有较高或较低期望的经理）、法庭上（指导陪审团的法官）和模拟的

警务情境中（认为嫌疑犯有罪或无辜的审讯者）也同样存在（Kassin

& others， 2003；Rosenthal， 2003， 2006）。

自我实现预言会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吗？有时候，我们对那些我

们对其怀有消极预期的人表现得友好，并引起了他们的善意回应，这

种回应证伪了我们的预期。但在社会互动中另一个更为普遍的发现

是：是的，我们确实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获得我们预期的结果（Olson &

others， 1996）。

在实验室开展的游戏中，敌意几乎总是招致敌意：那些认为对手

不合作的人很容易诱发对手的不合作（Kelley & Stahelski，

1970）。如果每一个团体都将其他团体视为攻击性的、怨恨的和报复

性的，自然会招致其他团体表现出这样的行为以自我防御，从而形成

一种自我延续的恶性循环。在另一项实验中，人们预期自己和另一个

来自不同种族的人互动。当参与者被引导而认为这个人不喜欢和自己

不同种族的人来往的时候，他们表现出更多的愤怒，并对这个人表现

出更多的敌意行为（Butz & Plant， 2006）。同样地，我猜想妻子心

情糟糕还是心情舒畅，这会影响我对她的行为，进而引发她的某些行

为以验证我的信念。

那么当伴侣将对方理想化时是否更容易保持亲密关系呢？对伴侣

品质的积极错觉会导致其自我实现？还是他们更经常表现出自我挫

败，一次次地制造自己无法实现并最终会破灭的期望？桑德拉·默里

等人（Murray & others， 1996a，1996b， 2000）对滑铁卢大学的恋

人进行追踪研究，发现对伴侣持有积极的想法是好的预兆。理想化有



助于减缓冲突，保持满意度，将自我知觉的青蛙变为王子和公主。当

某人真爱并崇拜我们时，这有助于我们成为其想象中的那个人。

当约会中的情侣处理争执时，充满希望的乐天派和他们的伴侣倾

向于认为双方都在做有建设性的努力。和那些持有更为悲观预期的人

相比，他们会感到更多的相互支持，对争端处理结果的满意度也更高

（Srivastava & others， 2006）。在夫妻之间同样如此，那些担心

伴侣不爱和不接受自己的人将微小的伤害解释为拒绝，导致他们贬损

并疏远伴侣。那些对伴侣的爱和接受抱有信心的人表现出较少的自我

防御，与伴侣的关系也更亲密（Murray & others， 2003）。爱的确

有助于创造出想象中的真实。

马克·斯奈德（Snyder， 1984）在明尼苏达大学进行的一系列实

验揭示出，一旦形成错误的社会信念，就可能引发他人做出某些行为

反应以支持这些信念，这种现象称为行为确证（behavioral

confirmation）。在一项经典的实验中，斯奈德等人（Snyder，

Tanke，& Berscheid， 1977）让男学生与他们认为有吸引力和没有吸

引力的女性通电话（通过给他们呈现一张图片）。根据对通话过程中

女性声音的分析发现，与被假想为无吸引力的女性相比，被假想为有

吸引力的女性与男学生交谈时要热情得多。男性的错误信念会引导其

行动方式，进而导致女性证实了男性关于美丽的女人会悦人心意的刻

板印象，从而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期望也会影响儿童的行为。在观察了三个教室的垃圾量之后，理

查德·米勒等人（Miller & others， 1975）让老师和其他人反复在

某一个班级讲教室应该保持整洁和干净。这一行为使废纸篓的垃圾量

增加了15%~45%，但这只是暂时的。另一个班级，同样也将15%的垃圾

放进了废纸篓，但对这一行为进行反复的表扬，称赞他们保持得很整

洁和干净。连续表扬8天，在两周后，这些儿童将80%的垃圾放进了废



纸篓，符合了老师对他们的期望。反复告诉儿童们他们刻苦努力和真

诚善良（而不是懒惰和自私），接着他们可能真的这样行事。

这些实验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信念，例如对残疾人或某一种族或

某一性取向的人的刻板印象，如何促使个体进行自我确证。别人怎样

对待我们可以反映出我们和别人怎样对待他们。

注意：像任何一种社会现象一样，确证他人期望的倾向是有限

的。期望经常可以预测行为，因为它们有时还算准确（Jussim，

2005）。

结语

我们已经回顾了人们有时形成错误信念的原因。我们很难对这些

实验置之不理：因为其中的大部分参与者来自高智商人群，通常是顶

尖大学的学生。除此以外，人们的智力水平和他们是否容易产生不同

的思维偏差，这两者是不相关的（Stanovich & West， 2008）。一个

人可以非常聪明，但做决定的时候可能表现得异常糟糕。

努力尝试还是不能消除思维上的偏见。即使用报酬来奖励正确的

作答，从而激励参与者以最理想化的方式思考，某些偏见和扭曲仍然

存在。正如斯洛维克指出的，这类错觉“有一种持久的性质，与知觉

错觉并无不同”（Slovic， 1972）。

社会认知心理学的研究因此可以映照出文学、哲学和宗教等领域

对人性的各种不同的反思。许多心理学研究者花费毕生的心血去探索

人类心理的神秘力量。我们足够聪明，可以破解自身的遗传密码，发

明可以与人对话的电脑，以及将人类送上月球。为人类理性而三次欢

呼吧。



两次欢呼是因为心智对于高效判断的偏向使我们的直觉难免会有

误判。我们相当容易形成和保持错误信念。我们容易受先入之见和过

度自信引导，被鲜活的轶闻甚至不可能存在的虚假相关和控制所说

服，我们建构起自己的社会信念并继而影响他人去确证它们。正如小

说家马德琳·恩格尔所言：“未经训练的智力是一件十分不准确的工

具。”

模块9 行为与信念

“思想是一切行动之源。”

——爱默生，《散文集：第一集》， 1841年

是先有观念，还是先有行为？是内在的态度先行，还是外在的行

为先行？是个人的品格先行，还是个人的行动先行？我们是谁（内在

的）？我们做什么（外在的）？这两者间的关系如何？对这种先有鸡

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存在不一致的观点。美国作家爱默生（Emerson，

1841）写道：“思想是一切行动之源。”与之相反，英国首相本杰明

·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说：“思想是行动之子。”大多数

人都同意爱默生的看法。在讲授、宣传和咨询背后，我们通常假设个

体内在的信念决定外在的公众行为：如果我们想改变人们的行为，那

么我们就需要改变他们的心灵和心智。

态度影响行为吗

态度（attitudes）是影响我们行为的信念和情感。如果我们认为

某人对我们构成威胁，我们就会不喜欢该人，并因此对其做出不友善

的行为反应。假设态度指导行为，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社会心理学家

研究了影响态度的因素。20世纪60年代很多研究发现，人们的想法与



感受对他们的行为方式的影响微乎其微，很多人都感到震惊

（Wicker， 1971）。在这些研究中，学生对待舞弊的态度与他们实际

舞弊的可能性没有任何关系。人们对教会的态度，与他们下周末去教

堂做礼拜只有适度的关联。人们自我描述的种族态度不能预测他们在

实际中与其他种族交流时的行为。由此看来，人们是言行不一的。

这一事实大大地促进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更多研究。这些研究

揭示，我们的态度确实会影响我们的行为，特别是在下面的三种条件

下：

1. 当外在因素对我们的言行影响很小时。有时，我们通过调整我

们自我报告的态度以取悦我们的听众。美国国会的一个例子可以生动

地反映这一点。在一次非正式的投票中，国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给

自己加薪的法案。但是在随后的公开投票中，又压倒性地驳回了这一

法案。在某些情况下，社会压力也能导致我们的行动与态度不一致

（例如，在社会压力下，有时好人会伤害他们并不讨厌的人）。当外

部压力使得态度和行动之间的关系模糊不清时，我们反而可以更加清

晰地看到两者之间的关系。

2. 当针对行为的态度比较具体时。人们在声称诚实的同时又谎报

他们的税表，在提倡保护自然环境的同时又不回收旧物，或者在宣扬

健康的同时却吸烟，而且还不参加体育锻炼。但是他们对待慢跑的特

定态度能更好地预测他们是否会慢跑（Olson & Zanna， 1981）；对

于废品回收的态度能预测个体在废品回收中的参与行为（Oskamp，

1991）；对避孕的态度也会影响他们的避孕行为（Morrison，

1989）。

3. 当我们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态度时。当我们按照习惯行事或者

追随潮流时，态度并没有起到相应的作用。因为，如果我们的态度将

要指导我们的行为，我们就必须停下来仔细想一想我们的态度是什



么。因此，当我们具有自我意识时，也许就是对着镜子反省或回想我

们的感受时，我们更容易遵循我们自己的信念（Fazio， 1990）。同

样，由重要的生活经历所产生的态度，也更容易被想起，进而也更容

易在行动中体现出来。

由此可见，只有在其他影响相对较小，针对行为的态度比较具

体，并且态度强大有力，或许因为某事根植于思想中时，某种态度才

会影响我们的行为，我们才会依据态度行事。

行为影响态度吗

我们是否也经常相信我们所坚持的事情？的确如此。社会心理学

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我们不仅按照我们的行为习惯来思考，也经常

按照我们的思维习惯来行动。很多证据都证明了态度追随行为。

角色扮演

角色（role）一词来源于戏剧，正如在戏剧中一样，它指的是那

些处于特定社会位置的人被期望表现出的行为。当我们扮演一种新的

社会角色时，起初我们可能觉得很虚假，但很快我们就会适应。

想想那些你刚进入一种新角色的时光，也许是你第一天上班或上

大学。比如在你进入大学校园后的第一周，你也许会对新的社会环境

非常敏感，努力表现得成熟，并避免做出高中时的一些行为。此时此

刻你也许感到了强烈的自我意识。你会注意自己新的言语和行为方

式，因为这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但某天我们会惊奇地发现，我们已

经习惯于虚伪地卖弄自己，也变得十分自然了。这种角色就像我们的

旧牛仔裤和T恤一样，已经与我们十分匹配了。



在一项研究中，斯坦福大学的心理系教授菲利普·津巴多

（Zimbardo，1971；Haney & Zimbardo， 1998， 2009）设计了一项

模拟的监狱实验，要求大学生志愿者在模拟的监狱里呆一段时间。津

巴多想知道，到底是邪恶的犯人和恶毒的狱卒导致了监狱的残酷性，

还是狱卒和犯人的角色令即便富有同情心的人也变得十分怨恨和冷

酷。是人们使这个地方变得暴力了，还是这个地方使人们变得暴力

了？

津巴多用抛硬币的方式，指派一些学生做狱卒。他给他们分发制

服、警棍和哨子，并且命令他们按规章行事。另一半的学生则扮作犯

人，他们穿着令人羞耻的囚服，并被关进单人牢房里。在经过了一天

愉快的角色扮演之后，狱卒和犯人，甚至研究者，都进入了情境。狱

卒开始贬损犯人，并且一些人开始制定残酷的污辱性规则。犯人崩

溃、造反或者变得冷漠。津巴多（Zimbardo，1972）报告说，“人们

越来越分不清现实和幻觉、扮演的角色和自己的身份……在这个我们

创造出来的监狱……正在同化我们，使我们成为它的傀儡。”随后津

巴多发现社会病理学症状正在出现，他不得不在第六天放弃了这项本

来计划为期两周的实验。

关键问题在于我们并非无力抵制我们所扮演的角色。在津巴多的

模拟监狱中，在阿布格莱布监狱中（狱卒侮辱伊拉克战犯）以及其他

产生暴行的情境中，有的人变成了虐待狂，而另一些人却没有

（ Reicher & Haslam ，  2007；Mastroianni & Reed ，  2006；

Zimbardo， 2007）。盐溶于水，沙却不会。所以约翰逊（Johnson，

2007）指出，如果被置入一个烂苹果箩筐里，有的人会变成“烂苹

果”，有些人则不会。行为是个人和情境的共同产物，监狱研究吸引

来的也许正是那些具有潜在攻击性的志愿者们（McFarland &

Carnahan， 2009）。



角色扮演研究带来的启示不是人有时会成为毫无主动性的角色机

器，而是虚幻（一个假想的角色）如何微妙地转化为现实的议题。在

新的职业生涯中，比如教师、军人或商人，我们扮演的角色会塑造我

们的态度。

所言即所思

人们经常通过措辞来取悦自己的听众。他们传播好消息比坏消息

要快得多，并且会根据听众的立场来调整要说的内容（Manis &

others， 1974；Tesser & others， 1972；Tetlock， 1983）。当让

人们口头或者书面上支持他们所怀疑的事情时，他们常常会为自己的

欺骗行为感到不安。不过，他们会开始相信自己所说的话——假如他

们不是受贿或被逼才这样做的。当一个人的话语缺乏令人信服的外在

解释时，言语就会变成信念（Klaas， 1978）。

托里·希金斯及其同事（Higgins & McCann， 1984；Higgins &

Rholes，1978）证实了言语是如何变为信念的。他让一些大学生阅读

有关某人的人格描述，然后对一个听众总结该描述，这个听众一开始

就很明确地喜欢此人或者不喜欢此人。当听众喜欢此人时，这些学生

会总结一个更积极的评价。说过好话以后，他们自己也会更喜欢此

人。让他们回忆自己读过的内容，他们会记起比实际更多的积极描

述。简而言之，我们似乎倾向于根据听众来调整我们的讲话内容，并

且之后也会相信这些歪曲的信息。

登门槛现象

大多数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吧，在答应帮助某一团体或组织以后，

许多时候我们最后的参与度会比最初设想得还要多，我们会发誓将来

再也不答应这样的请求了。这是怎么发生的呢？与“行为决定态度”

的理论一致，实验表明，如果想要别人帮你一个大忙，一条有效的策



略是先请他们帮一个小忙。这一登门槛现象（foot-in-the-door

phenomenon）被证实十分有效。研究者假扮成安全驾驶的志愿者，他

们请求加利福尼亚人在院子前面安置巨大的、印刷比较粗糙的“安全

驾驶”标志。结果只有17%的加利福尼亚人答应了。然后，研究者就请

求其他人先帮一个小忙：问他们可以在窗口安置一个3英寸的“做一个

安全驾驶者”的标志吗？几乎所有人都欣然答应了。两周后，76%的人

同意在他们的院子前竖立那个大而丑陋的宣传标志（Freedman &

Fraser， 1966）。一个挨家挨户跑来跑去的项目助理后来回忆道，不

知道自己曾经拜访过哪些住户，“我完全糊涂了，有些人如此容易就

被说服，而有些人却又如此地顽固不化”（Ornstein， 1991）。

还有一些研究者通过利他行为证实了登门槛现象的存在。

● 帕特里夏·普利纳与其合作者（Pliner & others， 1974）发

现，在直接接触的情况下，多伦多郊区46%的住户会乐意向癌症群体捐

款。而如果在前一天让他们配戴着一个宣传广告（如果他们都愿意这

么做），那么募捐者的数量可能会是前者的两倍。

● 安杰拉·利普兹（Lipsitz & others， 1989）发现，在献血

结束后，用下面的话提醒献血者：“我们希望以后还能再见到你，好

吗？[暂停等待回应]”，献血者再次露面的几率会从62%增长到81%。

● 在互联网聊天室里，保罗·马基与其同事（Markey &

others， 2002）发出了求助的请求（“我的电子邮件出问题了，你能

帮我发一封电子邮件吗？）。如果先请对方帮一个小忙（“我刚刚开

始学习电脑，你可以告诉我怎么来看别人的文件吗？”），那么其获

助次数会由2%增加到16%。

● 尼古拉斯·吉根和塞琳·雅各布（Gueguen & Jacob， 2001）

通过邀请法国的互联网使用者签署反地雷的请愿书，从而使他们为儿



童地雷受害者组织募捐的比率达到了原来的3倍（从1.6%增加到

4.9%）。

请注意，在这些实验以及其他100多项表现出登门槛现象的实验

中，人们最初的顺从行为——在请愿书上签字，配戴一个宣传广告，

陈述个人的意图——都是自愿的（Burger & Guadagno， 2003）。我

们不断发现，当人们承诺公众行为并且认为这些行为是自觉做出的时

候，他们会更加坚信自己的所作所为。

社会心理学家罗伯特·西奥迪尼（Robert Cialdini）把自己形容

为“易受骗者”。“在我的记忆里，我一直都是被小贩、募捐者或这

类那类的骗子利用的傻瓜。”为了更好地了解为什么个体会对别人说

“是”，他在各种销售、募捐和广告组织中接受了三年的训练，并最

终发现了人们是如何利用“影响”这个武器的。他也将这种武器引入

到简单实验的测试中。在其中一项实验中，西奥迪尼与其合作者

（Cialdini， 1978）发现了另一种登门槛现象，即一种被一些轿车经

销商灵活运用的低价法策略（low-ball technique）。在顾客因为价

格便宜答应买下一辆新轿车并开始办理买卖手续的时候，销售人员会

在一些可选项上加价或与老板协商（老板表现出不愿意做这一买卖，

因为“我们已经赔钱了”），从而消除价格优势。据说，与刚开始相

比，更多的顾客会在高价下坚持购买。航空公司和旅店也运用上述策

略，通过少量的座位或房间吸引大量的订单，然后希望顾客能够同意

某一个更高的价位。

市场调查人员和推销员发现，即使顾客意识到存在一种利润动

机，上述这种法则仍然有效（Cialdini， 1988）。一个最初没有损失

的承诺，如返还一张写有更多信息的卡片和一件赠品，答应去听有关

投资的报告，经常会让我们做出更大的承诺。售货员有时会尝试将人

们捆绑在购买协议上以发挥小承诺的威力。现在许多州已经立法，面



对那些上门推销人员，顾客可以有几天的时间来考虑他们是否要做这

笔交易。为了对抗这种法律效应，许多公司使用了一个被称为“防止

顾客撤销协议的非常重要的心理辅助”的销售培训项目（Cialdini，

1988）。他们只是简单地让顾客而非销售人员来填写合约。在顾客自

己填写完以后，他们通常会坚持自己的承诺。

登门槛现象的确很值得研究。某些人试图诱导我们——在经济、

政治或性方面——表现出顺从。现实的教训在于：在我们答应某一个

小要求之前，应考虑一下随后会发生什么。

邪恶行为与道德行为

行为决定态度的定律也会引发不道德的行为。邪恶有时会来自逐

渐升级的承诺。一种不起眼的恶行会侵蚀人的道德感，轻易引发一种

更恶劣的行为。为了解释拉罗什富科的《道德箴言录》（Maxims，

1665），想找到一个仅屈从于诱惑一次的人，比找到一个从来没有屈

从于诱惑的人更难。当你说了一个小谎之后觉得，“嗯，这没什么，

也并不是太坏。”那么或许你就会继续说更大的谎言。

邪恶行为影响态度的另一途径是我们意想不到的，即我们不仅伤

害那些我们不喜欢的人，同时也不喜欢那些我们伤害的人。一些研究

发现，伤害无辜——通过发表伤害性的言论或实施强烈的刺激——通

常会导致攻击者去贬损受害者，以此为其行为的正当性辩护

（Berscheid & others， 1968；Davis & Jones， 1960；Glass，

1964）。人们会为自己的行为辩护，特别是当他们被哄骗、而非被强

迫做某事的时候。当我们自愿地认可某种行为时，我们会为它承担更

多的责任。

这种现象通常出现在战争时期。集中营的守卫刚开始工作时，他

们有时会以较好的行为方式对待囚犯，但这不会长久。那些执行死刑



的士兵也许起初会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反感，但这种感觉也不会持久

（Waller， 2002）。他们通常会用不人道的绰号来侮辱敌人。

在和平年代，态度也会依从行为。一个奴役别人的群体很可能认

为受奴役者生来就有受压迫的特质。参与判决的监狱工作人员（与其

他工作人员相比）在判决执行过程中经历了“道德分离”，相信受害

者就该得到这样的下场（Osofsky & others， 2005）。行为和态度是

互相支持的，有时会达到道德麻木的程度。人们越是伤害他人并同时

调整自己的态度，其伤害行为越容易出现。于是，道德变异了。

在模拟“杀导致杀”的过程中，安迪·马腾斯和他的同事

（Martens ， 2007）要求亚利桑那大学的学生去杀一些虫子。他们想

知道：在练习阶段，杀死一些虫子会不会使学生想杀更多的虫子呢？

为了找到答案，他们让一部分学生先看装在容器里的一只小虫，然后

把它扔进磨咖啡的机器（如图9-1），然后按按钮3秒钟。（实际上没

有虫子被杀，在装置旁边有个隐藏的小管，虫子可以从那里溜走，只

是用了碎纸声音来模仿杀生的声音。）与这部分学生相比，另一部分

在练习中杀死了5只虫子的学生，在接下来的20秒钟杀了更多的虫子。



图9-1

杀导致杀。学生们最初认为自己杀了几只虫子，把它们扔进了这个杀虫机器，后来

这些学生会杀更多的虫子（实际上没有虫子受到伤害）。

邪恶行为会塑造自我，但是幸好，道德行为也会塑造自我。据说

当我们认为没有旁人在场的时候，我们的所作所为会反映出自己的性

格。研究者给儿童提供诱惑物并使其相信周围无人旁观，以此来测试



他们的性格。请想象一下，当儿童抗拒诱惑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在一

项戏剧化的实验中，乔纳森·弗里德曼（Freedman， 1965）向小学生

介绍一个非常吸引人的电池机器人，并告诉他们当他离开屋子的时候

不许他们玩。弗里德曼严厉地威胁其中一半孩子，而对另一半孩子则

是温柔地告诫。这两种方法都有效地阻止了孩子。

几周后，另一个与先前的事件无明显的联系的研究者，让每个孩

子在相同的房间中玩相同的玩具。在先前被严厉威胁过的孩子中，有

3/4的孩子现在正与机器人自由地玩耍；但是先前被温柔地告诫过的孩

子中有2/3仍然拒绝玩这个玩具。显然，制止可以足够严厉，以引出研

究者想要的行为，也可以足够温柔以留给他们选择的权利。这些被温

柔告诫的孩子们显然是有意识地不玩这些玩具，他们内化了自己的决

定。道德行为，特别是当可以选择而不是被强制接受时，会影响道德

思维。

此外，对他人的积极行为会增强对那个人的好感。给研究者或其

他人以帮助，或辅导某个学生，通常会增强对受助者的好感

（Blanchard & Cook， 1976）。所以你要牢记：如果你想要更爱某

人，就先表现得好像已经爱上他了。

1793年，本杰明·富兰克林证实了为他人提供帮助会增强对其好

感的观点。作为宾夕法尼亚州议会的秘书，富兰克林受到了另一个重

要立法者的反对，于是他想着手把他拉拢过来：

我并不……打算通过卑躬屈膝地向他表示尊敬来博得其好感，而

是在一段时间后采取另一种方式。当我听说他的图书馆里有一本非常

难得的书后，我给他写了封信，表达了我十分渴望读到那本书的热切

心情，并且恳求他将书借给我几天。他立即就寄给我了，而我在一周

之内归还了，并强烈地表达了我的谢意。当我们再次在议会厅碰面的

时候，他主动和我打招呼（他以前从来没这么做过），并且非常彬彬



有礼；随后他甚至说他愿意在任何情况下随时准备帮助我。就这样我

们成了好朋友，我们的友谊一直持续到他去世。

种族间的行为和种族态度

如果道德行为影响道德态度，那么种族间的积极交流能减少种族

歧视吗？真的会像安全带的使用会促使更多人赞成使用安全带那样

吗？这是美国最高法院1954年决定废除种族隔离制学校时，社会学家

们的一部分证词。他们这样辩驳：如果我们要等待人心改变——通过

鼓吹和教导——我们可能还要为种族平等等上很长一段时间。但是，

如果我们将道德行为立法，那么我们就能在目前的情况下间接地影响

人们的态度。

这种想法与“你无法为道德立法”的假设相冲突。然而态度确实

随着种族隔离制度的废除而发生了改变。请思考在这项巨大的社会实

验中的一些相关发现：

● 按照最高法院的决定，美国白人对综合学校的支持率增加了一

倍多，现在几乎人人都支持这项决定。（有关过去和现在种族态度的

其他例子，详见模块23。）

● 在颁布《人权法案》（1964年）后的十年，美国白人中认为自

己的邻居、朋友、同事或同学全是白人的比率在每项上都下降了大概

20%。种族间的交流行为正在增加。与此同时，美国白人中认为黑人应

该有自由居住权的比率由65%提高到87%（ISR Newsletter， 1975）。

态度也正在改变。

● 通过减少不同宗教信仰、不同阶层和不同区域的人的种族态度

差异，更多统一的全国性的反歧视法得以执行。在美国人的行动越来

越一致的同时，他们的态度也越来越一致了（Greeley & Sheatsley，

1971；Taylor & others，1978）。



洗脑

许 多 人 认 为 最 强 有 力 的 社 会 教 化 来 自 于 “ 洗 脑 ”

（brainwashing），这个词用于描述20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中发生在

美国战俘身上的事。虽然“思想控制”的计划并不像洗脑一样不可抗

拒，但结果仍然令人不安。数百战俘选择合作，只有21人坚持了下来

直到得到许可回到美国，而他们中已经有许多人相信，虽然共产主义

在美国不可能实现，但对于亚洲来说却是一件好事（Segal，

1954）。

艾德加·施恩（Schein， 1956）在美国战俘归家的途中对其中的

许多人进行了访谈，他们报告了朝鲜人在对战俘洗脑过程中所使用的

一种要求逐步升级的方法。狱卒们往往从一些细小的要求开始，然后

逐渐提出一些更大的要求。“当一个囚犯被训练说出或者写出一件细

小的事之后，紧接着就会被要求说出更重要的事情。”而且，战俘们

通常被要求主动参与，以小组讨论的形式开展自我批评或者公开承认

错误。一旦说出或写出一些东西，他们就会感到一种内在的需要，要

使自己的信念与行为一致。这种需要通常使他们感到自己之前的所作

所为是错误的。这种“开始细小—逐步升级”的策略是登门槛效应的

有效应用，它在当今对恐怖分子和虐待狂的社会化中同样起作用。

社会行为对种族态度的影响表明存在一种可能性，即为了政治社

会化而将社会影响运用于公众人群。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许多德国人

来说，参加纳粹集会、身披纳粹旗帜，特别是公众致意“嗨！希特

勒”使其行为和信念之间产生了深刻的矛盾。历史学家理查德·格伦

伯格（Grunberger， 1971）报告说，对于那些怀疑希特勒的人，“那

种‘德国礼仪’是一种强有力的调节器。一旦决定吟诵它，作为一种

公开的一致性行为，许多经历过这些的人……对于自己的言语和情感



之间的矛盾深感不适。由于禁止发表自己的言论，所以他们试图有意

识地强迫自己相信自己所说的话，以此来平衡心态”（p.27）。

从这些观察中，即角色扮演的影响，“登门槛”体验、道德和不

道德行为、种族间的行为和洗脑，我们会得到一种很实用的启示：如

果我们想用某种重要的方式来改变自己，最好不要等待洞察或灵感。

有时候，我们需要行动，诸如开始写文章、打个电话或会见某人，即

使我们不太喜欢这样做。为了强化我们的信念，先行动对强化信念有

很大的益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信仰如同爱情；如果我们将它们深

藏于心，它就会枯萎消亡。如果我们将它们付诸行动，那它们就会茁

壮成长。

在继续阅读下面的内容之前，我让你来当一回理论家。先问一问

你自己：在这些研究和现实生活的例子中，为什么态度会依从行为？

为什么扮演某种角色或做一次演讲也可能会影响我们的态度？

为什么行为会影响态度

社会心理学家认同一点：我们的行动影响我们的态度，有时候它

能够化敌为友，将对立转化为统一，将质疑者变成坚信者。社会心理

学家的争议在于：为什么行为影响态度？

一种观点认为：为了给别人留下好印象，人们只是表达看似与他

们的行为一致的态度。让我们诚实地面对自己吧。我们确实很关心外

表——要不然我们为什么花这么多精力在衣服、化妆品或控制体重上

呢？为了管理我们精心营造的印象，我们有时会调整自己的想法以取

悦他人而不是冒犯他人。为了表现出一致性，我们有时会假装让态度

与行为保持一致。



但事实并不总是这样的。实验证明，有时候真实的态度会随着行

为而变化。认知失调理论和自我知觉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两种解释。

认知失调理论（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是由费斯汀格

（Festinger，1957）提出来的。他认为当存在两种思想和信念（“认

知”）时，我们会感到紧张（“失调”），这种感觉是一种心理上的

不一致。就像我们会说或会做一些令我们百感交集的事情一样。费斯

汀格认为，为了减少这种已被唤醒的不愉快，我们要经常调整我们的

想法。现在已经有2 000多项研究建立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之上，这一理

论具有惊人预测力（Cooper， 1999）。

失调理论主要用来解释行为和态度之间的矛盾关系，这两者我们

都能意识到。因此，如果我们感觉到失调，也许有些虚伪，我们就会

产生改变自己的压力。这有助于解释在英美两国，与不吸烟者相比，

吸烟者中认为抽烟很危险的比例要小很多（Eiser & others， 1979；

Saad， 2002）。

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后，负责国际政策态度项目的理事开始意识

到，一些美国人试图减少他们的“认知失调体验”（Kull， 2003）。

这场战争主要起因于推测萨达姆·侯赛因（他不像其他残酷的独裁

者）可能拥有威胁美国和英国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战争伊始，仅有

38%的美国人认为，即使伊拉克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场战争也是

正义的（Gallup， 2003）。大约五分之四的美国人相信他们的军队会

找到这些武器，并且支持这场刚刚发动的战争（Duffy， 2003；

Newport & others， 2003）。

然而，美国人并没有在伊拉克找到这种武器，因而战争的大多数

支持者体验到了失调。尤其是当他们意识到战争所带来的经济和人力

损失，当他们看到伊拉克战后的混乱，欧洲和穆斯林国家汹涌的反美

浪潮以及狂热的恐怖主义后，他们的这种感觉更加强烈了。国际政策



态度项目记录道，为了减少这种不快的体验，一些美国人修正了关于

政府对外开战的主要原因的记忆。这些原因现在被解释为：从残暴的

和种族灭绝的统治下解放被压迫的人民，并为中东的和平与民主打下

基础。战后三个月，曾经少数的支持性观点变为了多数观点：58%的美

国人在即使没有找到宣称中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况下仍然支持这

场战争（Gallup，2003）。“他们是否找到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无关

紧要，”共和党民意调查员弗兰克·伦兹解释说，“因为战争的根本

原因发生了改变。”

在《犯错误了（但不是我干的）：我们为什么要为愚蠢的念头、

错误的决定和有害的行为辩护？》一书里，社会心理学家塔维斯和阿

伦森（Tavis & Aronson，2007， p.7）向我们证明了，各党派的领导

人在面对能够证明他们的决策或行为失误的明确证据时，他们会努力

减少认知失调。塔维斯和阿伦森发现，这种现象是不分党派的：“一

个总统只要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认为他掌握真理，那他就拒绝自我修

正。”例如，民主党总统林登·约翰逊的传记作者描述他是如何坚持

自己的信念的，即使深陷越南战争的困境，他却无视事实。而共和党

总统乔治·布什在发动伊拉克战争后说，“从我今天所了解到的信

息，我依然会做这个决定”（2005年），“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坚

信，这是个正确的决定”（2006年），并且“战争……会带来高昂的

生命和财富代价，但这些代价是必要的”（2008年）。

认知失调理论假设，我们需要维持一致的、积极的自我形象，这

会促使我们采取一种能让我们的行为合理化的态度。自我知觉理论

（self-perception theory）认为，假设这种动机不存在，当我们摇

摆不定或态度不明确时，我们就会处在局外人的位置上，从外部观察

自己，并推测自己的态度。就像安妮·弗兰克在她的日记中写道：

“我能观察我自己和我的行为，就像局外人观察一样。”她这样做



了。因为她记录下人们听到有人敲门时的反应，我们才能够推断我们

对敲门人的感受。

认知失调理论能够最好地解释，当我们的行动公然驳斥我们已知

的态度时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例如，当我们伤害了自己喜欢的人时，

我们会觉得很不安。我们就会试图把对方看作笨蛋，以降低这种不

安。自我知觉理论能够更好地解释，当我们不确定自己的态度时会发

生什么事情：我们通过观察自己的行为来推断自己的态度。如果我们

借给新邻居一杯糖，尽管我们也不确定是否喜欢他们，但我们的这种

帮助行为导致我们推断出我们喜欢他们。

达里尔·贝姆（Bem， 1972）在提出自我知觉理论时假定，当我

们不确定自己的态度时，我们会推测自己的态度，就像推测别人的态

度一样。这同样适用于我们观察自己的行为。我们毫不掩饰地说或做

就是自我展示。借用一句古老的谚语：“我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只

有当我自己听到自己在说什么，或看到自己在做什么的时候，我才能

一目了然。”

针对如何解释态度依从行为效应的辩论，引发了数百项心理学实

验研究。这些研究揭示了在认知失调和自我知觉过程中起作用的条

件。就像科学界通常发生的那样，每种理论都只对某一种复杂的现实

提供部分解释。只有当人的本性也很简单时，一种简单的理论才能描

述它。呜呼哀哉，幸亏我们不是简单的生物，这就是在心理学研究者

们高枕无忧之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的原因。

模块10 临床直觉

苏珊有自杀倾向吗？约翰该住进精神病院吗？如果汤姆被释放

了，他会去杀人吗？临床心理学家经常面对这样的问题。他们不得不



对人类行为做出准确的判断、建议和预测。

这些临床诊断同时也是社会判断。因此，它也极易受到虚假相

关、事后聪明造成的过分自信和自我证实的诊断的影响（Maddux，

1993）。接下来，我们将会看到，心理健康工作者清楚了解人们形成

印象（和错误印象）的过程，将有助于他们避免发生严重的误诊。

相关错觉

正如我们在模块1中所看到的，一种给定的相关可能是有意义的，

也可能没有意义；它主要取决于这种相关在统计意义上的普遍性。例

如，如果你的两位同性恋朋友是蓝眼睛，那么是否意味着所有的同性

恋都是蓝眼睛呢？当然不是！但是那些没有意识到虚假相关的人可能

会这么认为。

正如我们在模块8中提到的，人们倾向于从那些不相关的地方发现

相关关系。如果我们预测两件事情有联系，例如，如果我们相信预感

可以预测事情的发生，这时就容易出现虚假相关。即使向我们随机呈

现一组数据，我们也可能只注意到那些预感和事件巧合联系在一起的

例子，却忽略那些预感未被证实的例子。

像我们一样，临床学家也注意到了虚假相关。如果预期有性障碍

的人更可能对罗夏墨迹测验做出特殊反应，那么临床学家会相信，在

他们已有经验的基础上，他们曾见过这样的联系。为了探索这种知觉

何时变成了虚假相关，心理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简单的方法：让一位

临床心理学家主持并解释这种测验，让另一位临床学家评定同一被试

的特征和症状。让不同的人重复这个过程。关于品尝甜食的证据：实

际的测验结果与报告的症状相关吗？实验结果表明，一些测验确实有

很强的预测性。然而，另一些测验，如罗夏墨迹测验和画人测验，其



结果与报告的症状之间的相关远低于这些测验使用者的假设

（Lilienfeld & others， 2000， 2005）。

那么，为什么临床学家还是对无所助益、模棱两可的测验表现得

如此有信心呢？查普曼等人（Chapman & Chapman， 1969， 1971）进

行的开创性实验帮助我们找到了原因。他们邀请了大学生和专业的临

床学家一起研究测验成绩和诊断结果。如果学生或临床心理学家期望

得到一种特殊的联系，那么，他们通常能获得这种相关，不管测验数

据是否支持这种结论。例如，有些临床心理学家认为，多疑的人会在

画人测验中画出奇异的眼睛，那么他们就会发现这种联系尽管在呈现

给他们的例子中，实际上不多疑的人比多疑的人画出了更多的奇异的

眼睛。这是因为，如果他们相信存在这样一种联系，他们可能更多地

去注意支持这种联系的证据。眼见为实。

事后聪明

假如我们认识的人自杀了，我们会有什么反应？最常见的一种反

应是，我们或者他（她）的亲人应该能预料并阻止其自杀：“我们早

该知道！”在事后聪明的情况下，我们能发现自杀者的信号和向我们

寻求帮助的请求。一项实验给参与者提供了一份对一名自杀的抑郁症

患者的描述。与事先不知道该患者自杀的参与者相比，那些事先知道

他自杀的参与者更倾向于报告他们“已经预见到”他的自杀（Goggin

& Range， 1985）。而且，如果参与者事先知道该患者自杀，他们对

其家人的反应更加消极、负面。悲剧过后，一种“我早该知道”的现

象会致使家人、朋友和治疗师陷入无限的负疚感之中。

罗森汉（Rosenhan， 1973）和他的七位同事例举一个令人震惊的

例子，旨在验证事后解释的潜在错误。为了测试心理健康工作者的临

床洞察力，他们每个人预约了不同的精神病院的住院部，并抱怨说自



己“耳鸣”。除了名字和职业是假的，他们如实报告了他们的生活史

和情感状况，并且没有表现出任何进一步的症状。结果，他们大多被

诊断为患有精神分裂症，并在住院部住了两三周的时间。随后，医院

的治疗师从这些假病人的生活事件和住院表现中找到了“确认”和

“解释”诊断结果的证据。罗森汉讲述了一个假病人的经历：这个病

人告诉医生，幼年时他与母亲关系很好，但是与父亲疏远。在青春期

和后来的日子里，他和父亲成了好朋友，和母亲的关系却变得疏远

了。现在，他和妻子的关系非常亲密和融洽，除了偶尔会生气，两个

人很少有矛盾。他也很少打孩子。

一位“知道”这个人患有精神分裂症的访谈者这样解释道：

这个39岁的白人男性……从童年开始就对亲密关系表现出相当矛

盾的态度，并一直持续到现在。他与母亲的融洽关系到青春期就结束

了。而他和父亲原来疏远的关系后来被他自己描述为非常亲密。他的

感情缺乏稳定性。他努力想控制自己对孩子和妻子的情绪，但是这种

努力被不时发生的争吵和打孩子的情况所破坏。他也提到他有几个好

朋友，但可以感觉到在这些关系中他也很矛盾。

罗森汉后来告诉一些同行（这些人得知了他进行的有争议的实验

后认为：这种错误不会在他们的医院发生），在接下来的三个月，将

会有一个或更多的假病人预约他们的医院。三个月后，罗森汉问这些

同行，在这三个月间住院的193名病人中有几个是假病人。结果在这

193名新入院的病人中，有41名被至少一位医生认为是假病人。而事实

上，没有一个病人是真正的“假病人”。

自我证实的诊断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心理健康临床心理学家有时会因为虚

假相关和事后聪明的解释而遭到质疑。第三个与临床诊断有关的问题

就是，病人往往会提供符合临床医生期望的信息。为了在实验情境中

检验上述理论，想象你与一个未曾谋面的人初次约会，而对方事先得

知你是一个放荡不羁、生性开朗的人。为了验证这种说法是否正确，

约会时，他会不断地问你类似的问题，“你曾在别人面前做过很疯狂

的事情吗？”而如果约会的对方事先得知你是一个害羞而沉默寡言的

人，你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会反映出一个不同的“你”吗？

在明尼苏达大学，斯奈德和斯旺（Snyder & Swann， 1984）以及

其他研究者合作开展了一系列巧妙的实验，他们给参与者一些有关他

人特质的假设，并让他们加以检验。斯奈德和斯旺发现，人们总是通

过寻找能够验证某一特质的信息来做测验。例如，在上面提到的那个

初次约会的例子中，如果人们想验证某个人是否外向，他们就会问一

些与外向有关的问题（“如果你想活跃一场聚会的气氛，你会怎么

做？”）。当想验证一个人是否内向时，人们更可能会问，“是什么

原因导致你不能真正地与人坦诚相见？”这些问题使得被预期外向的

人表现得更加喜欢社交，而使被预期内向的人表现得更加害羞和保

守。我们的假设把人们塑造成我们所期望的那一类人。

在印第安纳大学，法齐奥和同事（Fazio & others， 1981）通过

实验得到了相同的结果。他们同时发现，与那些被问及“内向问题”

的参与者相比，被问及“外向问题”的参与者后来真的觉得自己更加

开朗。而且，他们明显地变得更加开朗。结束测验后，实验者的同伴

到休息室会见每个参与者，结果，实验者猜中参与者之前参加的是内

向还是外向的测验的概率为70%。

在其他的实验中，斯奈德和同事（Snyder & others， 1982）尝

试让参与者搜索与他们被测验的特质相悖的行为。在其中一项实验



中，他们告诉负责访谈的人，“尽量找出受访者那些与刻板印象不符

合的方面。”在另一项实验中，斯奈德（Snyder， 1981）宣布，谁编

制的问题能发掘最多有关受访者的信息，谁就能得到25美元的奖励。

然而，自我证实的偏见依然存在：人们在做外向特质测验时，仍然拒

绝选择使用那些“内向”的问题。

通过斯奈德的实验，你应该明白为什么接受心理治疗的人，其行

为总是符合治疗师的理论假设了吧（Whitman & others， 1963）。雷

诺和埃斯蒂斯（Renaud & Estess，1961）就个人生活史访谈了100位

健康、成功的成年男性，他们惊讶地发现，这些受访者的童年都充满

了“创伤性事件”，与某些人关系紧张，父母做出了糟糕的决定，这

些因素通常被用来解释精神问题。当弗洛伊德学派的精神分析学家试

图寻找早期童年经历中的创伤性事件时，他们往往都会发现他们的直

觉得到了验证。所以，斯奈德（Snyder， 1981）这样推测：

如果一位治疗师（错误地）相信男同性恋者在童年时期与母亲的

关系不好，那么，他就很可能会小心翼翼地刺探这个男同性恋者回忆

中与母亲间的紧张关系。但是，当他的来访者是异性恋者时，他就不

会询问关于他们与母亲的关系问题。毫无疑问，任何人都会回忆起一

些与母亲产生摩擦的事件，而这些摩擦事件可能只是偶然发生的、琐

碎的事情。

19世纪的诗人罗伯特·勃朗宁预测到了斯耐德的结论： “你脑子

里想的是什么，你就会去寻找什么：你将会得到你期盼的结果。”

临床预测与统计预测

考虑到事后聪明和自我证实的诊断，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

临床医生和访谈者会对自己直觉的判断更有信心，而不是依据统计数



据（例如，用过去的成绩和能力倾向测验的结果来预测学生在研究生

院或职业学校的成绩）。但是，当研究者将统计预测和直觉预测相比

较时，统计预测的结果往往是正确的。统计预测有时不够精确，但是

直觉——即使是专家的直觉——更不可靠（Faust & Ziskin，1988；

Meehl， 1954；Swets & others， 2000）。

在人们证明统计预测比直觉预测更可靠的30年后，米尔（Meehl，

1986）找到了比以往更为有力的证据：

在社会科学中，对这个颇有争议的话题，众多研究得到的结果是

一致的……当你进行了90项调查，从预测足球比赛的结果到肝病的诊

断结果等一系列事件，在这些预测中，当只有6项调查的结果勉强能支

持临床心理学家的预测时，那么，是该做出现实结论的时候了。

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临床心理学家继续使用罗夏墨迹测验和直觉

来预测自杀假释者再次犯罪以及童年虐待的概率呢？米尔认为，部分

源于纯粹的无知，部分源于“道德上的错误”：

假如我试图用低效的而非有效的手段来预测诸如大学生、罪犯或

抑郁症患者的重要事件，而收取的费用却相当于我提高预测精确度所

需的10倍，这就是很不道德的事情了。作为一名预测者，宣称像我这

样的预测者会让人感觉更好、更有人情味，这只不过是个低劣的借口

罢了。

这样的结果令人震惊。米尔（并未完全拒绝临床专家的知识）是

否低估了我们的直觉呢？为了进一步验证米尔的研究结果，我们可思

考一下研究生录取面试官对人的学习潜能的评价。道斯（Dawes，

1976）解释了为什么在预测诸如研究生学习成绩之类的结果时，统计

预测比单凭直觉的预测更准确：



为什么我们会认为，半小时的面试竟比综合了诸如GPA、GRE成绩

和推荐信等标准化的评价变量能更好地选出合适的人？我认为最合理

的解释就是人们高估了自己的认知能力。例如，试想一下，GPA成绩是

怎么获得的。因为绝大多数大学毕业生申请读研时的GPA成绩都是三年

半大学成绩的总结，这至少包括28门课程，如果学校是采用普遍的四

年制，则至少需要包括50门课程成绩的总结……而面试者只用半小时

来看某位申请者的档案或与其进行面谈，他们认为自己对申请者的评

价能比三年半来20～40位教授的评价更准确……最后，如果一定要忽

略GPA，那么惟一可能的理由就是这个申请者特别优秀，即使他的成绩

并没有显示出这一点。哪些方法能比精心设计的能力倾向测验更能证

明一个人的聪明程度呢？虽然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存在很多缺陷，

但我们真的能够认为自己的判断会比ETS的测验更好地衡量一个人的能

力吗？

在他发表上述观点后的三十年，道斯（Dawes， 2005）认为，使

用缺乏证据的临床直觉而非统计预测进行判断是“不道德的”。

对更好的临床实践的启示

对心理健康工作者来说，本模块提供了以下四条启示：

1. 为了减少受虚假相关愚弄的风险，要意识到因为自己的期望而

建立实际上不存在的关联，或者仅仅因为记忆中几个引人注意的事件

支持这种相关，就错误地认为这种联系是普遍存在的。要信赖你的记

录而不是你的记忆。

2. 为了减少因事后聪明偏见愚弄的风险，要认识到事后聪明是很

具诱导性的：它能让你拥有过分的自信，并且因为未能预见事情的发

生而过分自责。



3. 为了减少被自我证实诊断愚弄的风险，要防止自己只提问那些

支持自己假设的问题的倾向，试着从相反的方向来思考并验证这些问

题；要谨慎来访者虽然赞同你的说法，但实际上并不意味着你的话就

正确（Garb， 1994）。

4. 经常高估自己基于直觉的临床判断。

模块11 临床治疗：社会认知的作用

如果你是一名大学生，偶尔，你可能会表现出轻微的抑郁症状。

有时，你也许会对生活不满意，对自己的未来感到气馁和悲伤，没有

胃口，精神萎靡，无法集中注意力，甚至会怀疑生命的价值。也许，

你认为令人失望的学业成绩会危及你的职业目标；也许，一段关系的

破裂使你陷入绝望。每当这些时候，关注于自我的焦虑只会让你更加

沮丧。一项对90 000名美国大学生开展的调查显示，44%的大学生报告

说在过去一年的学校生活中，他们有时会感到十分沮丧，不知道如何

应对（ACHA， 2006）。对于约10%的男性和20%的女性而言，生活中的

情绪低落期不仅仅是由负性事件引发的暂时性忧伤，而是持续数周的

一段压抑经历，并且没有明显的缘由。

心理学家最感兴趣的前沿研究领域之一，就是与心理障碍相伴的

认知过程。那些抑郁、孤独、害羞或是容易得病的人，他们的记忆、

归因和期望是怎样的呢？作为被研究最多的精神障碍——抑郁症，许

多新进的研究已经对这些问题做了初步的探索。

认知过程和抑郁



抑郁症患者倾向于用消极的方式思考问题。他们透过自己的黑色

眼镜来看待生活。对于那些严重抑郁的人（感到没有价值、浑浑噩

噩、对朋友和家庭不感兴趣、饮食和作息不规律的人）来说，这种消

极的思维模式往往会进一步恶化他们的处境。他们极度消极的观点放

大了痛苦的体验，忽略了美好的体验。他们将那些“想想你收到的祝

福” 或“向积极的一面看”等建议视为无望的不切实际。一名患抑郁

症的年轻女性曾这样说：“真实的我毫无价值，不能照顾自己。我变

得冷漠和多疑，这让我在工作上无法取得进展”（Burns， 1980，

p.29）。

扭曲事实还是现实主义

是否所有抑郁症患者都不切实际地消极悲观呢？为了寻找这个问

题的答案，阿洛伊和艾布拉姆森（Alloy & others， 979；Alloy &

others， 2004）以轻度抑郁和正常的大学生为对象进行了研究。他们

让这些大学生按键，并观察此键是否能控制随后的灯亮。结果让人惊

讶：那些抑郁的大学生能相当准确地预测他们的控制程度，然而那些

正常的大学生的判断却是歪曲的，他们夸大了自己的控制程度。这表

明，尽管轻度抑郁的大学生倾向于自我关注，但是他们也更善解人意

（Harkness & others， 2005）。

这种令人惊讶的抑郁现实主义（depressive realism），又被称

为“悲观而明智效应”（sadder-but-wiser effect），存在于一个人

对自己的控制或技能的各种判断之中（Ackermann & DeRubeis.

1991；Alloy & others， 1990）。泰勒（Taylor，1989， p.214）这

样解释道：

普通人往往夸大自己的能力和受欢迎程度。抑郁症患者却不这

样。普通人常常会在回忆过去时加上玫瑰色的光环。抑郁症患者（除

了重度抑郁症患者）在回忆成功和失败的经历时会更加客观。普通人



大多对自己持正性的评价。抑郁症患者既会描述自己正性的品质，也

会描述负性的品质。普通人倾向于把成功归因于自己的能力，把失败

的责任推给别人。而无论成功或失败，抑郁症患者都将原因归结为自

己。普通人通常会夸大自己对于周围所发生的事情的控制能力。抑郁

症患者就不太容易受这种控制的错觉的影响。普通人不现实地认为，

未来会赐予他们很多美好的东西，而糟糕的事情会很少。抑郁症患者

对未来有更现实的认识。事实上，与普通人相比，抑郁症患者从未表

现出过分的利己、控制错觉和对未来的不现实预期这样的偏见。“悲

观而明智”确实很适用于抑郁症患者。

图11-1

抑郁的解释风格。抑郁与一种消极的、悲观的失败归因方式相关联。

抑郁症患者的思维方式取决于他们对责任的归因模式。试想一

下：如果你因为考试不及格而责备自己，你可能会将原因归结为你自

己不够聪明或者太懒惰，因此会觉得很郁闷。如果你将原因归结为考

试不公平或其他不能由你控制的环境因素，那么你更可能会觉得很气

愤。涉及15 000名被试的一百多项研究发现，抑郁症患者比正常人更

多地表现出消极的解释风格（explanatory style）（Haeffel &

others， 2008；Peterson & Steen， 2002；Sweeney & others，

1986）。如图11-1所示，他们更倾向于将失败和挫折的原因归结为稳



定的（“它将会一直持续下去”）、普遍的（“它会影响我做的每件

事情”）和内在的（“这全是我的错”）因素。艾布拉姆森和同事

（Abramson & others， 1989）认为，这种消极的、过度泛化的和自

我责备的思维，其结果就是一种令人沮丧的绝望感。

负性思维是抑郁的原因还是结果

抑郁症患者的认知特点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鸡与蛋”的问题：究

竟是抑郁的心境导致了负性的思维，还是负性的思维导致了抑郁呢？

抑郁心境导致负性思维

毫无疑问，我们的心境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当我们感到快乐

时，我们的思维也是积极的。我们看见的和回忆的都是一个美好的世

界。当我们的情绪跌入低谷时，我们的思维就会进入另外一种模式。

玫瑰色的眼镜被摘去了，我们换上了黑色的眼镜。现在，恶劣的心境

主导着我们对负性事件的回忆（Bower，1987；Johnson & Magaro，

1987）。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恶化，自我概念变得很糟糕，对未来的希

望变得黯淡，他人的行为看起来更加险恶（Brown &Taylor，1986；

Mayer & Salovey，1987）。当抑郁程度加深，我们的记忆和期望都急

速下降；当抑郁症状消失时，我们的思维也变得明快起来（Barnett &

Gotlib，1988；Kuiper & Higgins，1985）。例如，正发作的抑郁症

患者在回忆起父母时，更多地认为自己受到了忽视和惩罚。但已治愈

的抑郁症患者会像正常人一样用积极的方式回忆他们的父母

（Lewinsohn & Rosenbaum，1987）。因此，当你听到抑郁症患者贬低

他们的父母时，请记住：心境扭曲了他们的记忆。

赫特和同事（Hirt & others，1992）在对印第安纳大学篮球迷们

开展的研究中发现，即使短暂的恶劣心境也可以使思维变得消极。球

迷看到自己球队失利就会闷闷不乐，而看到自己的球队取胜时又会得



意洋洋。研究者让他们预测球队未来的表现以及他们自己的表现。在

某次失利之后，人们不仅对球队的未来持消极的预期，他们对自己在

投标枪、猜字谜游戏和约会等方面的表现也都持更消极的预期。当事

情没有按照我们的预期发展时，我们似乎会认为，它们将永远不会符

合我们的预期了。

抑郁的心境也会影响行为。当我们患抑郁症时，我们倾向于表现

为退缩、忧郁和哀怨。斯特拉克和科因（Strack & Coyne，1983）发

现，抑郁症患者很现实地认为，别人并不欣赏他们的行为；他们的悲

观主义和恶劣心境导致了社会拒绝（Carver & others，1994）。抑郁

行为也会引发他人相应的抑郁。宿舍有抑郁症患者的大学生倾向于表

现出一定的抑郁症状（Burchill & Stiles，1988；Joiner，1994；

Sanislow & others，1989）。在约会的情侣中，抑郁也经常会互相传

染（Katz & others，1999）。不过，一项对马塞诸塞州近5000名市民

开展的为期20年的追踪研究表明，快乐也是会传染的，当周围都是快

乐的人时，这种快乐会延续一段时间（Fowler & Christaki，

2008）。

负性思维导致抑郁心境

面对巨大的压力，我们很自然地会感到抑郁。失业、离异、被排

斥、身体创伤……任何一种打击都会让我们怀疑自己，质疑自己存在

的价值（Hamilton & others， 1993；Kendler & others， 1993）。

此外，沉思带来的短时抑郁具有适应性，就像恶心和疼痛保护我们的

身体远离毒素一样，这种抑郁可以保护我们，让我们放慢脚步，重新

评价自己，然后以新的方式重新组织我们的能量（Watkins，2008）。

在整个抑郁的静止状态中获得的洞察力会使我们找到与周围世界互动

的更好策略。但有抑郁倾向的人对不良事件的反应总是过分地自我关

注、反思和自责（Mor & Winquist， 2002；Pyszczynski & others，



1991），他们的自尊水平因成功而提升，又会因威胁而下降，上下波

动很大（Butler & others， 1994）。

为什么有些人很容易受轻微压力的影响呢？有证据表明，压力带

来的思考会受消极归因风格的过滤和选择的影响，频繁的压力久而久

之会导致抑郁（Robinson & Alloy， 2003）。萨克斯和巴吉特尔

（Sacks & Bugental， 1987）让一些年轻女性接触一位陌生人，这个

人有时会比较冷漠和不友好，从而营造出一种难堪的社会情境。与乐

观的女性不同，那些有消极解释风格的女性（把不好的事情归因成稳

定的、普遍的、内在的原因的那些女性），会因社交失败而感到抑

郁。更重要的是，她们对以后遇见的人更多地表现出敌对行为。她们

的负性思维导致了负性的情绪反应，进而产生了负性的行为。

苏姗·诺伦-霍克西玛（Nolen-Hoeksema， 2003）报告说，这种

抑郁思维在女性中更为普遍。当遇到困难时，男性往往会采取行动，

而女性往往会思考困境，不过这种思考通常是“过度思考”。这也有

助于解释为什么在青少年初期，与男性相比，女性受抑郁困扰的风险

要多一倍（Hyde & others， 2008）。

关于儿童、青少年和成人的非实验室研究都证实，那些具有消极

解释风格的人在遇到糟糕的事情时更容易变得抑郁。一项为期两年半

的研究对一部分大学生每六周进行一次观察（Alloy & others，

1999）。研究结果表明，只有1%的持乐观思维风格的大学生在大学生

活之初表现出抑郁症状，而17%的悲观思维风格的学生表现出抑郁症

状。塞利格曼（Seligman， 1991， p. 78）说过：“严重的抑郁，都

是由早就存在的遭遇挫折所导致的悲观主义引发的。”更重要的是，

那些经过治疗不再抑郁的患者，如果继续保持消极的解释风格，很可

能在遇到负性事件时再次崩溃（Seligman， 1992）。如果拥有乐观解



释风格的人受到打击，他们通常很快就能恢复过来（Metalsky &

others， 1993；Needles & Abramson， 1990）。

研究者莱文森和同事（Lewinsohn & others， 1985）把这些发现

整合为一种清晰的理解抑郁的心理学知识。在他们看来，抑郁症患者

的负性自我形象、归因和期望是由负性体验引发的一种恶性循环，这

些负性体验也许是学业或事业的失败，也许是家庭冲突或社会拒绝

（见图11-2）。这种想法催生出一种能极大地改变人们思维和行为方

式的抑郁心境，而这种心境又进一步激发之后的负性体验、自责和抑

郁情绪。实验表明，当轻度的抑郁症患者将注意转移到一些外部任务

上时，他们的心境就会变得明朗起来（Nix & others， 1995）。因

此，抑郁与负性认知互为因果。

塞利格曼（Seligman， 1991， 1998， 2002）认为，自我关注和

自责能解释现在西方社会抑郁流行的现象。例如，在北美，现在的年

轻人出现抑郁的可能性是他们祖父辈的三倍，尽管他们的祖父辈们生

活水平更低，生活更艰辛（CrossNational Collaborative Group，

1992；Swindle & others， 2000）。塞利格曼认为，宗教信仰和家庭

观念的淡化，加上个人主义的滋长，导致了现在的年轻人在面对挫折

时的绝望和自责。在我们感到孤独，而又没有任何依靠时，失败的学

业、事业和婚姻就会导致绝望。假如，像《财富》杂志上那条广告所

说的那样，你可以“自己独立完成它”，凭借“你的冲劲、你的勇

气、你的精力和你的野心”。那么，当你没有做到时，责任该由谁来

负呢？在那些重视关系、和睦与合作的非西方国家里，严重的抑郁并

不那么普遍，人们也很少将个人失败与负疚感和自责联系在一起。例

如，在日本，抑郁症患者更倾向于报告他们因为使家人或合作者失望

而感到羞愧（Draguns， 1990）。



图11-2

抑郁的恶性循环。

这些关于思维风格与抑郁关系的见解，促使心理学家们试图研究

思维风格与其他心理问题的关系。那些被极度孤独、害羞或严重虐待

所折磨的人们，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呢？他们如何回忆自己的成功和失

败？他们对自己的起起落落又是怎样归因的呢？

社会认知和孤独

如果把抑郁比作心理障碍中的感冒，那么孤独就可以视为头疼。

孤独，无论是长期的还是暂时的，都是一种痛苦体验。人们发现社会

关系不如想象中的那么丰富多彩和富有意义。在现代文化中，亲密的

社会关系相对更少了，一项全美的调查发现，近20年来，值得与其谈

论 “重要事情”的美国人减少了三分之一。 关于这一发现，罗伯特



·普特南（Putnam，2006）报告说，他的数据似乎揭示了“显著的代

际差异：相比他们的父母来说，婴儿潮出生的孩子更容易感到孤独，

更加孤立无援。这种现象是因为他们出身双职工家庭、种族差异、互

联网，还是郊区的随意扩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释。我认为罪魁祸

首是由于电视，但是目前还没有统一的结论。”

其他研究者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在一项以荷兰成人为研究对象的

研究中，吉尔维尔德（Gierveld， 1987）发现，荷兰未婚或已订婚的

成人更容易感到孤独。她推测，现代社会强调个人实现，贬低婚姻和

家庭生活，这可能是“孤独的导火索”（同时也是抑郁的导火索）。

与工作相关的流动性也导致了长期的家庭关系和社会纽带越来越少，

同时导致了孤独的增加（Dill & Anderson， 1999）。

然而，孤独并不等同于孤单。在热闹的聚会中，一个人也可能会

感到孤独。皮弗（Pipher， 2002）感慨道：“在美国，只有孤独，没

有孤单；只有拥挤的人群，却没有可归属的团体。”在洛杉矶，她的

女儿发现，“我的周围有一千万人，但却没有一个人认识我。”当缺

乏社会联系、情感孤独（或者用实验让人们感到孤独）时，人们可以

从物品、动物和超自然存在上发现类似人类特质来进行补偿，人们从

中能发现友情（Epley & others， 2008）。

一个人也可以完全孤单，但并不感到孤独。就像我此刻在离家8

046公里远的英国大学独立的办公楼里独自写这些文字时，我并不感到

孤独。孤独感是感到被某一群体排斥、不被周围的人喜欢、不能和人

分享自己的感受，或像个异类一样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Beck &

Young， 1978；Davis & Franzoi， 1986）。孤独者罹患高血压和心

脏病的风险更高，并且随着年龄增长，身体的生理机能也加速衰弱

（Hawkley & Cacioppo，2007）。在《孤独：人的天性和社会联结的

需要》一书中，卡乔波和帕特里克（Cacioppo & Patrick， 2008）阐



述了孤独对我们身体和情感的影响，以及孤独对压力激素和免疫活动

的影响。他人冷漠的眼神和轻视的态度也可能会引发个体的孤独，这

种冷漠甚至会让人感到真实的寒冷。相对于回忆起被接纳的经验，人

们在回忆其被排斥的经验时会觉得室温相对较低。在游戏中被排斥

后，人们对热饮和热食物表现出更多的需要（Zhong & Leonardelli，

2008）。

这种孤独感具有适应性。孤独可以向人们发出寻求社会联结的信

号，这种联结有助于个体生存。甚至当孤独触动怀旧之情时——一种

对过去的渴望——它有助于提醒人们去寻找社会联结（Zhou &

others， 2008）。

和抑郁症患者一样，长期孤独的人似乎也处于一种自我挫败的社

会思维和行为的恶性循环中。像抑郁症患者一样，他们也具有一些消

极的解释风格；他们觉得自己和他人交往时，总给对方留下不好的印

象，他们会因为不良的社会关系而自责，并且认为绝大多数事情都不

是自己能控制的（Anderson & others，  1994；Christensen &

Kashy， 1998；Snodgrass， 1987）。更严重的是，他们用消极的方

式来认识他人。研究表明，孤独者与同性别的陌生人或大学室友搭档

时，他们更容易对搭档形成负性认识（Jones & others， 1981；

Wittenberg & Reis， 1986）。如图11-3所示，有时，孤独、抑郁和

害羞会彼此互相强化。

这些负性的观点既反映了也加重着孤独者的体验。觉得自己不具

有社会价值，对他人抱有消极看法，这些都会阻碍孤独者采取行动来

减少他们的孤独。孤独者经常发现，在做自我介绍、打电话、参与团

队活动时会感觉很困难（Nurmi & others， 1996， 1997；Rook，

1984；Spitzberg & Hurt， 1987）。然而，与轻度抑郁症患者一样，

孤独者对他人更敏感，并且善于辨识不同的情绪表达（Gardner &



others， 2005）。同抑郁一样，孤独也受基因的影响，同卵双胞胎比

异卵双胞胎更容易同时患中度到重度的抑郁（Boomsma & others，

2006）。

图11-3

长期的害羞、孤独和抑郁之间的相互作用。实线箭头表示主要的因果关系，由迪尔

和安德森（Dill & Anderson， 1999）总结提出。虚线表示额外的影响。



社会认知和焦虑

害羞是一种社会焦虑的形式，其特征是过度的自我意识以及过度

担心他人的想法（Anderson & Harvey， 1988；Asendorpf， 1987；

Carver & Scheier， 1986）。去应聘一份梦寐以求的工作，第一次和

某个人约会，闯入一屋子陌生人当中，在一位重要的观众面前表演或

是演讲（最常见的恐惧），这些事件几乎会让每个人都感到焦虑。某

些人，尤其是那些害羞或极易尴尬的人，几乎在自己被评价的任何情

境中都会感到焦虑。对这些人而言，焦虑更像是一种特质而非一种暂

时的状态。

哪些因素会让我们在社会情境中感到焦虑？为什么有些人受困于

自己的社会焦虑中？施伦克和利里（Schlenker & Leary， 1982，

1985；Leary & Kowalski ， 1995 ） 用 自 我 展 示 理 论 （ self-

presentation theory）对这些问题做出了解答。自我展示理论假设：

我们都渴望用一种给别人留下美好印象的方式来展示自己。社会焦虑

的含义显而易见：当我们想给他人留下好印象、但又怀疑自己能否做

到时，我们就会感到焦虑。这个简单的原理有助于解释很多研究发

现，每种发现都与你自己的体验息息相关。我们在下列情况下最容易

感到焦虑：

● 和位高权重的人交往——他们对我们的印象对我们来说至关重

要；

● 在一种评价情境中，例如第一次见准岳父母；

● 过于不自然（就像害羞的人经常做的那样），并将我们的注意

力集中于自己和自己的行为上；



● 关注对我们的自我形象有重要意义的事情，例如专业会议上，

一位大学教授要在同行面前阐述自己的观点；

● 身处一种新奇的或非结构化的情境中，例如第一次参加学校舞

会或者第一次参加正式宴会，我们并不熟悉这些场合的社交规则。

在这些情况下，对大多人来说，我们自然的倾向就是小心翼翼地

自我保护：少说话，避开那些显示自己无知的话题，言行谨慎，不要

过分自信、友善和微笑。

与不害羞的人相比，害羞的、过分敏感的人（包括很多青少年）

或多或少地把一些偶然事件看作是与自己有关的（Fenigstein，

1984；Feingstein & Vanable，1992）。害羞、焦虑的人还会把情境

过分个人化，这种倾向会导致焦虑的产生，在一些极端情况下会发展

成偏执狂。他们常常会高估他人对自己的关注和评价。如果他们的头

发没有梳理好或是脸上有痘痘，他们认为所有人都会注意到，并据此

评价他们。其实，害羞者对自己的过分敏感也有清醒的认识。他们希

望自己不再为脸红、别人的想法和接下来该说什么而焦虑。

为了减少这种社会焦虑，一些人会求助于酒精。酒精能通过降低

自我意识而达到减轻焦虑的效果（Hull & Young， 1983）。因此，长

期害羞的人特别容易在遭受挫败时喝酒。然而，从酗酒中恢复之后，

与不太害羞的人相比，当再次体验到压力或失败时，他们更容易焦

虑。

焦虑和酒精滥用的多种症状也具有自我设限的功能。给自己贴上

焦虑、害羞或受酒精影响的标签，就能为失败提供借口（Snyder &

Smith， 1986）。在这些症状的防御机制下，个体的自我能够被很安

全地保护起来。“为什么我没有赴约？因为我是个害羞的人，所以人



们不容易了解真实的我。” 这类症状是一种用来解释负性结果的无意

识的策略。

假如我们能为害羞的人提供另外一种能更为方便地解释他们的焦

虑，以及由此带来的失败的说法，他们是否就能放弃使用这种策略

呢？害羞的人可以因此而不再害羞吗？这正是布罗特和津巴多（Brodt

& Zimbardo， 1981）在对女大学生的研究中得出的结论。他们把一些

害羞的和不害羞的女大学生带到实验室，让她们和一位英俊的男士谈

话，这位男士是作为另一名被试身份出现的。在谈话开始前，她们被

集中在一间屋子里并听到很大的噪音。实验者告诉其中一些害羞的女

生，这种强烈的噪音将会使她们的心跳加速持续一段时间（没有告知

另一些害羞的女生这条信息）。因此，这些害羞的女生在后来和那位

男士谈话的时候，可以把自己心跳加剧和任何谈话过程中出现的困难

都归咎于之前出现的噪音，而不是她们的害羞或是社交的适应不良。

与那些没有事先被提供噪音的害羞女生相比，这些女生不再显得那么

害羞。一旦谈话开始，她们就能流利地交谈下去并主动向那位男士询

问一些问题。事实上，和其他那些害羞的女生相比（那些很容易就被

那位男士指出是害羞的女生），他很难将她们与不害羞的女生区分开

来。

社会心理治疗方法

我们已经探讨了与生活中从重度抑郁到极度羞怯，再到身体疾病

有关的思维模式。问题是这些适应不良的思维方式需要治疗吗？不存

在所谓的社会心理治疗法。但治疗是一种社会交往的过程，社会心理

学家认为，社会心理学的原则可以整合到现有的治疗技术当中去

（Forsyth & Leary， 1997；Strong & others， 1992）。下面我们

对这三种方法展开讨论。



通过外显行为引发内在改变

在模块9中，我们探讨了一条简单但强有力的原理：我们的行为影

响着我们的态度。我们的社会角色、言行和决定都对 “我们是谁”有

着深刻的影响。

与这种“态度追随行为”的原则相一致，一些心理治疗技术使用

了行为疗法。

● 行为治疗师努力塑造病人的行为，并假设内在性情会随着行为

变化而改变。

● 在自信训练中，个体首先在支持情境中通过角色扮演来练习自

信，反复训练之后，个体会逐渐恢复在日常生活中的自信。

● 理性情绪治疗法认为，是我们自己导致了负性情绪的产生。因

此，治疗师给病人布置“家庭作业”，让他们以一种有助于积极情绪

产生的方式去说话、行事，挑战那些原有的负性行为方式。摒弃“自

己没有吸引力”这一想法，开始主动和他人交往。

● 自助小组巧妙地使参与者在团体面前以全新的方式行事，例

如，表达愤怒、哭泣，展现高自尊，表达积极情感。

所有这些技术都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如果我们用意志力来直接控

制我们的感受，我们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行为来间接地影响它。

实验证明，我们关于自我的诉说能够影响我们的感受。在一项实

验中，实验者引导学生写自我赞美的散文（Mirels & McPeek，

1977）。之后，另一个实验者让学生对自己进行私下评定。与被要求

撰写社会评论的学生相比，写自我赞美散文的学生表现出更高的自

尊。在另外几项实验中，琼斯和同事（Jones & others，1981；



Rhodewalt & Agustsdottir， 1986）让学生以自我美化或自我否定的

方式来向面试者介绍自己。同样，这种公开的自我展示，无论是提升

还是贬低，都会影响个体在自尊测验中的反应。言出必信，当我们评

价自己时也是如此。

打破恶性循环

如果抑郁、孤独和社会焦虑是消极体验、消极思维模式和自我挫

败行为所形成的恶性循环的结果，那么应该可以通过破坏任何一个环

节来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如改变环境，训练个体形成更为积极的行为

方式，转变消极思维，等等。实验和经验表明，这的确可以做到，一

些不同的治疗方法可以帮助人们从抑郁的恶性循环中解脱出来。

社会技能训练

抑郁、孤独和害羞不仅仅是个体的心理问题。身处抑郁症患者周

围的人也会感到不愉快和压抑。正像孤独者和害羞者认为的那样，他

们在社会情境中的表现确实不理想。针对这些问题，社会技能训练可

能会有所帮助。通过观察并在安全情境中练习新的行为，个体可能会

在其他情境行事时表现出更高的自信。

自如处理事务的收益能够强化个体的社会技能，进而促使其形成

更 加 积 极 的 自 我 知 觉 。 黑 默 利 和 蒙 哥 马 利 （ Haemmerlie &

Montgomery， 1982， 1984， 1986）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他们以害

羞、焦虑的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那些没有异性交往经验并紧张的实验

参与者可能会对自己说：“我没有约会过，所以我肯定不行，所以我

不应该去追求任何人。”为了改变这种消极的信念和行为结果，黑默

利和蒙哥马利引导这些学生与异性进行愉快的交流。

在其中一项实验中，在男性被试填写了社会焦虑问卷之后的两天

里，每一天，实验者都引导他们与六位年轻女性被试中的每一位进行



12分钟的交谈。男性被试以为这些女性也是被试。事实上，这些女性

是实验者的合作者，她们会以一种自然、积极、友好的方式与每个男

性参与者交谈。

实验证明，这两个半小时的谈话产生的积极效果十分显著。一个

被试事后写道，“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多能够愉快交谈的女孩子。

在与几个女孩聊天以后，我的自信心提高了，不再像之前那样紧

张。”这些评价也被各种测量所支持。与控制组的男性被试不同，那

些经历过交谈实验的男性被试在一周以及六个月之后的重测中，与女

性有关的焦虑明显地降低了。当被安排独自与一个有吸引力的陌生女

性在一起时，他们同样会更加自信地开始与其交谈。事实上，实验结

束以后，他们也开始有了不定期的约会。

黑默利和蒙哥马利指出，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变化发生的过程

中，并没有咨询的介入。他们认为，其实正是因为没有咨询，才会发

生这种变化。正是因为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获得了成功，这些男性才能

够把这种交往成功归因于自己的社交能力，而非其他别的因素。七个

月后，研究者向被试做出了实验解释，但截至那个时候，足够多的正

性强化已足以使这些被试将成功归因于自己的内在特质。黑默利

（Haemmerlie， 1987）总结道，“只要你不再拿外在因素为成功找借

口，一事成，则事事成！”

解释风格疗法

抑郁、孤独和羞怯的恶性循环可以通过社会技能训练、改变自我

知觉和改变消极的思维方式来打破。不过，存在这样一种状况，在吹

毛求疵的朋友和家人的指责中，抑郁者、孤独者或害羞者会相信自己

不具备良好的社交技能。对于这些人，具有针对性的方法是帮助他们

转变对于自己和未来的消极信念，社会心理学家提出了这种有针对性



的解释风格疗法（explanatory style therapy）（Abramson，1988；

Gillham & others， 2000；Greenberg & others， 1992）。

有这样一个项目，它帮助抑郁的大学生改变他们的典型归因方

式。莱登（Layden， 1982）首先向抑郁的大学生解释了非抑郁者归因

方式的好处（通过接纳成功带来的信心，并看环境是怎样使事情变糟

的）。通过各种任务，她帮助学生观察他们自己是怎样解释成功和失

败的。接下来是治疗阶段：莱登让他们中的每一个人记录下每天的成

功与失败事件，并注意成功的原因有他们自己的因素，以及失败也有

外在的因素。当这种归因训练结束一个月后，对这些学生进行重测，

相比没有治疗的控制组，他们的自尊提高了，归因风格也变得更加积

极。而且归因风格越积极，他们的抑郁就消失得越多。通过改变归

因，他们改变了自己的情绪。

在强调行为和思维方式的改变能产生积极影响之后，我们应该提

醒自己：它们也有局限性。社会技能训练和积极的思维方式，不可能

将我们改变成人人喜爱和钦佩的常胜将军。而且，暂时的抑郁、孤独

和羞怯是对严重的悲伤事件非常适当的反应。只是当这样的情绪长期

存在且没有任何明确的原因时，它才需要去关注，并在必要之时去改

变这些恶性循环式的思维和行为。

[1] 模块3~5是由我和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心理学教授珍·温格（Jean Twenge）合著的。温格教授在社

会拒绝和人格与自我的代际变化方面的研究已经在很多文章和著作中发表，包括《唯我的一代：为什么今

天的美国年轻人更自信、更独断、更享有权利——却比以前任何时候更痛苦》（Generation Me: Why

Today's Young American Are More Confident, Assertive, Entitled—and More Miserable Than

Ever Before， 2006）和《自恋流行病：活在权利年代》[The Narcissism Epidemic：Living in the

Age of Entitlement，坎培尔（W. Keith Campbell）， 2009]。

　　

[2] 班布里奇岛横跨位于西雅图的普基特湾畔。玛丽被她的表姐，也就是皇后伊丽莎白一世，处以斩

首之刑。虽然非洲大陆的面积是欧洲大陆的两倍还要多，但欧洲的海岸线却更长。（欧洲的海岸线更加曲

折，拥有更多的海港和水湾，这也使得欧洲成为历史上重要的海上贸易地。）



　　

[3] 新德里和北京的空中距离是2500英里。



第三编 社会影响

社会心理学家不仅研究我们如何思考对方，即我们在前面那些模块中讨论的主题，而

且也研究我们如何彼此影响和彼此联系。因此，在模块12~21中，我们将探讨社会心理学关心

的核心问题：社会影响的威力。

这些影响我们但又看不见的社会力量是什么？它们的威力到底有多大？有关社会影响

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那些无形的却推动着我们的力量。这一编将向我们展示这些微妙的力

量，尤其是性别态度的文化根源、社会服从的力量、说服的途径以及群体参与的结果。

了解了这些影响如何在日常生活情境中起作用之后，我们就可以更好地了解人们为什

么会那样想以及会那样做。而且，我们也可以更好地抵御那些不良影响的操纵，并更好地把握

我们自己的行为。

模块12 人类的自然天性和文化多样性

我们有哪些差异？又有哪些相似的地方？对于这个不断社会多元

化的世界来说，这些都是核心问题，就像历史学家亚瑟·施勒辛格

（Schlesinger， 1991）所说：“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爆炸性问

题。”在这个由于种族、文化和性别差异而逐渐分化的世界中，我们

能否学会接受我们的差异，尊重我们的文化认同感，并重新认识我们

人类彼此间亲密关系的范畴呢？我相信我们能做到这一点。为什么我

会这样认为呢，首先让我们来思考一下人性的进化和文化的根源。

进化与行为

在很多重要的方面，我们的相似性都大于差异性。作为拥有共同

祖先的大家庭成员，我们不仅在生态学上具有共同点，还具有共同的

行为倾向。我们都要睡眠，也会醒转，都会感到饥渴，并能够通过相



同的机制习得语言。我们都偏爱甜味而不是酸苦，对颜色光谱的分辨

也很类似。我们和整个地球上的同类都可以理解他人的皱眉和微笑。

来自不同地方的人构成了紧密联系的社会（四海之内皆兄弟）。

我们加入团体，适应环境，并识别来自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我们会知

恩图报，惩罚冒犯行为，并且会因为孩子的夭亡而悲伤。在婴幼儿时

期，我们8个月左右就表现出对陌生人的恐惧。而长大后，我们会偏爱

自己所属团体的成员。我们会以戒备或消极的态度对待那些持有不同

态度和特性的个体。人类学家布朗（Brown， 1991， 2000）识别出了

几百种这样普遍的行为和语言模式。仅以字母“V”开头的单词为例，

所有的人类社会都会有动词（verbs）、暴力行为（violence）、探访

（visiting）和元音（vowels）。

体现人性的普遍行为源自于我们的生物相似性。我们可能会说

“我的祖先来自爱尔兰”，“我的根在中国”或者“我是意大利

人”，但是人类学家在追溯我们的祖先时发现，在至少10万年前，我

们都是非洲人（Shipman， 2003）。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和寻觅食物，

更好地生存繁衍，很多祖先离开非洲，进入亚洲、欧洲、澳洲次大陆

和美洲寻找新的家园。为了适应新环境，早期人类开始产生了许多新

的变异。根据人类学量表的测量发现，这些变异是新近产生的并且表

现在外貌上。比如，那些留在非洲的人有较深的肤色，这被哈佛大学

心理学家史蒂文·平克（Pinker， 2002）称为“热带地区所需的遮阳

罩”，而那些迁徙到远离赤道的北极的人则进化出更浅的肤色，以便

在缺少阳光直射的地区合成维生素D。总之，从历史的角度来讲，我们

都是非洲人。

正如史蒂文·平克（Pinker， 2000， p.143）记载的那样，“人

类还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积累大量的新基因，因此目前只能暂时认定人

类起源于非洲”。事实上，研究人类基因的生物学家已经发现：我们

人类——甚至是像吉姆和惠子这样看起来截然不同的人——都是极其



相似的，很像一个部落的不同成员。尽管人类的数量比黑猩猩更多，

但黑猩猩之间的基因差异却比人类更大。

为了解释物种特性，英国博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Darwin，

1859）提出了进化论的观点，他主张重视基因的作用。与当代哲学家

丹尼尔·丹尼特（Dennett，2005）“金牌应该奖给任何有最佳想法的

人”的观点一样，达尔文也认为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使进

化得以进行。

这一观点可以概括为：

● 生物体有许多不同的后代；

● 这些后代在环境中互相竞争以求生存；

● 某些特定的生理和行为变异会提高他们在相应环境中繁殖和存

活的概率；

● 存活下来的后代更有可能将他们的基因传递给下一代；

● 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族群特征可能会发生变化。

某些基因会增加物种生存和繁衍的几率，因此自然选择意味着这

些基因的数量会越来越多。比如，在北极严寒的条件下，北极熊的那

些可以形成白色厚实毛皮的基因就会在竞争中获胜并占据主导地位。

自然选择早已成为生物学研究的原则，而近来也成为心理学界的

一条重要原则。进化心理学（evolutionary psychology，也译作“演

化心理学”）不仅研究自然选择如何影响那些有利于适应特定环境的

生理特征，如北极熊的毛皮、蝙蝠的声纳系统和人类的色彩视觉等，

而且还研究那些有利于基因存活和延续的心理特征以及社会行为

（Buss， 2005， 2007）。进化心理学家认为，我们人类就应该是现



在这个样子，因为在我们祖先众多的后代中，自然选择了那些拥有我

们如今特性的个体，比如，偏爱食用营养丰富、高能量的甜食，讨厌

有毒食物的酸苦味道。而那些没有这类偏好的祖先不太可能存活下来

以繁衍后代。

我们作为活动的基因机器，继承了祖先为了适应环境而形成的生

理和心理遗产。我们渴望拥有任何有利于祖先生存、繁衍并养育后代

的事物，并以此保证自己的生存和繁衍。“心脏的目的就是要输送血

液，”进化学派心理学家巴拉什（Barash， 2003）说，“而大脑的目

的就是协调好我们的器官和行为，从而使进化取得最大的成功。这就

是进化的真谛。”

进化论的观点强调我们人类共同的属性。我们不仅具有相似的食

物偏好，而且对一些社会问题也会有同样的回答，例如，“我该信任

谁，害怕谁？我应该帮助谁？我应该在什么时候和谁结婚？谁可以支

配我？我又能控制谁？”进化心理学家认为，我们对这些问题所做出

的情感和行为回答，与我们的祖先非常相似。

正是由于这些社会性的任务对世界各地的人都是一样的，所以人

们才会倾向于做出类似的回答。例如，所有的人类都会按照权威和地

位来对他人划分等级，而且每个人都相信经济公正（Fiske，

1992）。进化心理学家强调这些普遍的特性乃经由自然选择进化而

来。然而，文化则给我们提供了实现这些基本社会生活的具体规则。

文化与行为

也许我们人类最重要的共同点（或者说人类的标志）就是我们有

学习和适应的能力。进化使我们有能力在变幻莫测的世界里创造性地

生存，并能适应各种环境，从热带雨林到北极冰原。与昆虫、鸟类或

兽类相比，自然对人类基因的控制并没有那么严格。然而，正是人类



共有的生理基础使得我们具有了文化上的多样性。它可以令一种文化

（culture）里的人们珍视决断、喜欢坦率或者接受婚前性行为，而另

一种文化里的人们则可能完全相反。正如社会心理学家罗伊·鲍梅斯

特（Baumeister， 2005， p.29）所说：“进化产生了我们的文

化。”

进化心理学也承认社会环境的影响，认识到先天属性和后天养育

共同塑造了我们。基因并不能决定一切，它们的表达还依赖于环境的

影响，正如同我正饮用的茶叶需要热水冲泡才能入口留香。对新西兰

年轻人的一项研究表明，即使是那些拥有易患抑郁变异基因的人，也

只有当他们遭受重大的生活压力（如婚姻破裂）时才会患抑郁症

（Caspi & others， 2003）。压力和基因都不能单独引发抑郁症，只

有两者共同作用才会产生这一结果。

人类能在自然选择中胜出，不仅在于我们拥有发达的大脑和强壮

的肌肉，而且文化也在起作用。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就已经做好了准

备，要学习语言、与人交往、与人合作以获取食物、照料小孩和保护

自己。因此，不论我们出生在何种文化背景下，自然都使得我们更易

习得此种文化（Fiske　& others， 1998）。文化的观点强调了人类

的适应性。孔子说：“性相近，习相远。”世界文化研究者罗纳德·

英格尔哈特和克里斯琴·韦尔泽尔（Inglehart & Welzel， 2005）发

现，我们现在依然“习相远”。尽管我们的教育水平在不断提高，但

是“我们并未形成统一的‘全球文化’，文化整合还没有出现。各个

社会的文化继承是相当持久的”（p.46）。

文化多样性

人类语言、习俗和行为表现的多样性表明，我们的许多行为都受

社会的影响，并非与生俱来。基因的影响是长期的。正如社会学家罗

伯逊（Robertson， 1987）所言：



美国人爱吃牡蛎，却不吃蜗牛；法国人爱吃蜗牛，却不吃蝗虫；

祖鲁人爱吃蝗虫，却不吃鱼；犹太人爱吃鱼，却不吃猪肉；印度人爱

吃猪肉，却不吃牛肉；俄国人爱吃牛肉，却不吃蛇肉；中国人爱吃蛇

肉，却不吃人肉；新几内亚的加尔人却觉得人肉很美味。（p.67）

如果美国人都像世界其他地区的相同族群那样生活（有些美国人

的确如此），那么文化多样性与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就没多少关联。日

本有1.27亿人口，其中1.25亿是日本人，内部的文化差异性很小。与

之相反，纽约市的绝大多数居民每天都能遇到很多文化差异，因为在

纽约800万人口中，三分之一以上的人不是美国本土出生的，而且最大

族群也不超过总人口的37%。

文化多样性会日益影响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多的人居住在同一个

地球村中，通过电子邮件、大型客机和国际贸易等方式与同伴联系。

文化融合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面对不同文化，有时令人震惊。美国男性看到中东领导人和美国

总统打招呼，亲吻面颊以示欢迎时，可能会感到不适。德国学生习惯

于向教授致敬，偶尔看到美国学校中大多数教师办公室的门都敞开

着，学生们可以自由驻足停留，一定会感到很奇怪。第一次来到麦当

劳用餐的伊朗学生会很自然地在其纸袋中四处摸索吃饭的用具，直到

发现其他人都是直接用手为止。你我的好习惯在很多地方都可能严重

违背礼节。访问日本的外国人会发现学习日本的社会规则实在很麻

烦：什么时候脱鞋，如何倒茶，什么时候赠送和打开礼物，以及如何

对待地位较高或较低的人。

移民或难民的搬迁似乎在文化融合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19世纪

的英国作家拉迪亚德·吉卜林曾写道：“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

双方永不碰面。”但是今天，东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几乎完全联系

起来了。意大利有很多阿拉伯人，德国有很多土耳其人，英国有很多



巴基斯坦人，其结果是友谊与冲突并存。每5个加拿大人和10个美国人

中就有一人是移民。当我们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一起工作、玩乐

或生活的时候，我们会更容易理解文化的差异和影响力。在充满冲突

的世界里，实现真正的和平需要求同存异。

正如礼仪规则所示，所有的文化都有各自认可的得体行为。我们

经常把这些社会期望或者社会规范（norms）视为一种强迫人们盲从传

统的负面力量。社会规范确实可以成功而微妙地限制和控制我们的行

为，以至于我们几乎察觉不到。就像在海底生活的鱼类一样，我们每

一个人都深受文化环境的影响，以至于我们必须从中跳出来才能理解

文化的影响。荷兰心理学家威廉·库曼和安顿·迪克（Koomen &

Dijker， 1997）说：“当我们观察其他的荷兰人用外国人所谓的“荷

兰方式”行事时，我们通常意识不到这些行为具有典型的荷兰特

征。”

了解我们文化规范的最好方法是观察另一种文化，看看两种文化

处事方式的异同。在苏格兰生活时，我告诉孩子们，欧洲人确实用左

手拿叉子吃饭，但“我们美国人却认为先用左手切开肉，然后将叉子

换到右手是礼貌的。我承认这缺乏效率，但这就是我们吃饭的方

式。”

对于那些无法接受某种社会规范的人，此类规范似乎过于专断和

偏狭。对于大多数西方人来说，日本人的一些礼节显得繁交缛节，但

对于日本人来说则并非如此。然而，正如演员需要知道自己的台词，

戏剧才能顺利演出一样，人们同样需要明白社会对自己的期待，社会

行为才能顺利发生。社会规范可以使整个社会机器顺利运转。身处陌

生的环境时，如果不了解其社会规范，我们会观察他人的行为，并相

应调整自己的行为。



不同文化在外向程度、严守时间、打破规则以及私人空间等社会

规范上存在差异。例如：

外向程度

对于比较拘谨的北欧（文化中的）人来说，热情开放的地中海

（文化中的）人可能显得“热情、迷人、低效和休闲”；地中海人则

觉得北欧人“高效、冷漠、过于看重时间”（Beaulieu， 2004；

Triandis， 1981）。

严守时间

拉丁美洲的商人可能会在一次邀约宴会迟到之后，为北美朋友如

此纠结于准时而费解。去日本旅游的北美人会对行人之间缺乏眼神交

流而感到困惑。

打破规则

如果人们看到有人违反社会规则，比如违规在墙上乱涂乱画，他

们就更可能以违反其他的规则的方式，比如乱扔垃圾，盲从违规的规

范。科泽尔（Keizer，2008）领导的荷兰研究组做了6项实验，发现在

看到他人违反社会规则后，人们违反社会规则的可能性增加了一倍。

例如，附近的墙面没有乱涂乱画时，只有三分之一的自行车主会将车

把上的无用传单扔到地上；而当墙面满是乱涂乱画时，超过三分之二

的人都会这么做（图12-1）。

私人空间

私人空间（personal space）是一种我们想要与他人维持的安全

距离或缓冲的区域。随着情境的变化，安全区的大小也会改变。和陌

生人在一起时，多数人都会保持相对较大的私人空间，大约1.2米或更



大的距离。在不太拥挤的公车上、在休息室或图书馆，我们会保护自

己的空间并尊重他人的空间。我们允许让朋友靠近些，通常相距半米

或1米。

个体之间也存在差异，有些人的私人空间比其他人的大（Smith，

1981；Sommer， 1969；Stockdale， 1978）。群体之间也存在差异：

成人比儿童的距离大。男性彼此间的距离要比女性之间的距离大。不

知何故，靠近赤道的文化圈偏爱更小的距离、更多的接触和拥抱。因

此，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人比法国人和阿拉伯人更喜欢较远的

人际距离。北美洲的人比拉丁美洲的人更喜欢较大的私人空间。

图12-1

糟糕的环境会引发堕落行为。在格罗宁根大学的一项研究中，如果附近的墙面干净，

大多数人不会随地乱扔没用的传单；而如果墙面满是涂鸦，大多数人则会乱扔传单。

为了观察侵入他人私人空间引起的后果，你可以尝试突破他人的

空间。你可以站在距离朋友0.3米左右的地方与其聊天，观察他是否会

感到不安，眼睛看向别的地方，后退或者有其他不适的表现？这些表

现都是研究者考察空间侵入的唤醒信号（Altman & Vinsel，

1978）。

文化相似性



正是由于人类的适应性，才出现了多姿多彩的文化差异。然而在

文化差异的表象下，跨文化心理学家发现了“内在的统一性”

（Lonner，1980）。作为人类的成员，我们还发现差异行为背后的机

制是相同的。 例如，一个4~5岁的孩子，无论他/她来自哪里，都具备

推测他人想法的“心理理论”（Norenzayan & Heine， 2005）。无论

来自哪种文化，当儿童看到玩具被人拿走，而另一位儿童并没有瞧

见，他们就会推测这个孩子会认为玩具还在原来位置。

普遍的友谊规范

世界各地的人们也有一些共同的友谊规范。在英国、意大利、中

国香港和日本进行的研究中，迈克尔·阿盖尔和莫妮卡·亨德森

（Argyle & Henderson，1985）注意到在定义朋友角色的社会规范方

面的某些文化差异，例如在日本，最重要的是不能当众批评朋友令其

难堪。但也有一些普遍的规范：尊重朋友的隐私、交谈时要进行眼神

的接触以及不泄漏彼此的秘密。

普遍的地位等级规范

罗杰·布朗（Brown， 1965， 1987；Kroger & Wood， 1992）提

出另外一种普通规范。无论人们处在何种等级系统，他们在对地位比

自己高的人说话时通常会采用较为尊敬的语气，就好像是和陌生人聊

天一样。而他们对地位较低的人说话则更像是同熟人和朋友聊天。病

人会叫医生“某某医生”，而医生往往会以病人的名字来应答。学生

和老师之间也以这种类似的非对等的方式称呼彼此。

很多语言有两种第二人称：尊敬的形式和随意的形式（例如，德

语中的Sie和du，法语中的vous和tu，西班牙语中的usted和tu）。人

们通常对熟人和下属采用随意的形式——如亲密朋友和家人，甚至包



括儿童和宠物。当陌生人用“Sie”而非“du”来称呼一个德国小孩

时，这个少年会受到极大的鼓舞。

布朗普遍规范的第一部分——沟通的形式不仅反映社会距离也反

映社会地位——与第二部分密切相关：亲密关系的进展往往控制在地

位较高的人手中。在欧洲，大部分个体之间的交往都从礼貌的正式称

谓“您”开始，逐渐向亲密的随意称谓“你”发展，很明显有人会控

制这种亲密感的发展。你认为谁有这样的权力呢？在愉快的气氛中，

年长者、富人或更杰出的人会提出：“为什么我们不用‘你’称呼彼

此呢？”

这一规范也可以超越语言，扩展到每一种亲密关系的进展中。向

别人借笔或者把手搭在别人肩膀上的行为，最好还是跟自己的熟人或

者下属做，而不要对陌生人或者自己的上司这样做。同样，大学校长

会首先邀请老师们到他家里去，而不是相反。在亲密关系的进展过程

中，地位更高的人往往是关系发展的控制者。

乱伦禁忌

最知名的普适规范是对乱伦的限制：父母不可以和孩子发生性关

系，兄弟姐妹之间也不可以发生性关系。尽管实际上乱伦的发生情况

比心理学家原先估计的要多，但这一社会规范的确是普适的——所有

的社会都不赞成乱伦。考虑到对于乱伦生育的生物学惩罚（出现与隐

性基因相关的疾病），进化心理学家很容易理解为何世界各地的人们

都反对乱伦。

战争规范

人类甚至制定了跨文化的战争规范。在杀敌的过程中，会有一些

已经遵循了几百年的公认规则。比如，战士必须穿上可识别身份的制

服，投降必须使用屈服的姿势，并且人道地对待战俘（如果在他们投



降之前没有杀死他们，你还应该给他们提供食物）。这些规范尽管是

跨文化的，但是并非所有文化都是如此。伊拉克的部队打出投降旗号

后转而又进攻，以及把士兵伪装成平民百姓以安排伏击，他们就违反

了这些规范。美国的一位军事发言人谴责道：“这些行为是对战争法

的最严重亵渎”（Clarke， 2003）。

因此，有些规范具有文化特异性，也有些规范则是普适的。文化

可以改变规范，但我们的遗传倾向——人类本性——却可以解释某些

规范的普适性。因此，我们认为人性是普遍一致的，而后天养育具有

文化特异性。

模块13 性别、基因和文化

人类的差异表现在很多方面——身高、体重、发色等等。但是对

于自我概念和社会关系而言，最重要和最先适应的两个维度是：种族

和性别（Stangor & others， 1992）。

在后面的部分，我们会探讨种族和性别如何影响他人评价和对待

我们的方式。现在，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性别（gender）——与男女两

性有关的特征。哪些行为是典型的男性期望行为？哪些行为是典型的

女性期望行为？

哈里斯（Harris， 1998）提到：“人类基因共有46对染色体，其

中45条与性别无关。”因此在身体特征和发育阶段的很多方面，男女

两性非常类似，比如开始坐立、长牙和行走的年龄。同样，两性在很

多心理特征上也极其相似，包括词汇量、创造性、智力、自尊和幸福

感等。两性都有相同的情感和渴望，都宠爱他们的小孩，都有相似的

大脑结构（尽管男性有更多的神经元，女性有更多的神经连接）。的

确，珍妮特·希伯利·海德（Hyde， 2005）通过对46项元分析（每一



次统计分析都基于几十项研究）的检验发现，大多数研究变量的相同

结果是性别相似。“异性”实际上与你几乎是相同的性别。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男人和女人除了一些生理特

征以外，其本质完全相同？而且这些生理特征只在特定场合才有意

义。事实上，男女之间仍然存在着一些差异，正是这些差异吸引了人

们的注意并引发了许多相关研究。

在日常生活和科学研究中，差异总会引发人们的兴趣。与男性相

比，女性平均：

● 脂肪含量高出70%，肌肉含量少40%，身高矮13厘米，体重轻18

千克；

● 对味觉和声音更为敏感；

● 患焦虑症和抑郁症的几率是男性的两倍。而与女性相比，男性

平均：

● 进入青春期时间更晚（约晚两年），但是死亡时间较早（世界

普遍早4年）；

● ADHD（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病发率高出女性3倍，自杀率

是女性的5倍，死于电击的人数是女性的6倍；

● 转动自己耳朵的能力更强。

20世纪70年代，很多学者担心研究这类性别差异会强化性别刻板

印象。性别差异会被解释成女性的缺陷吗？尽管这些研究结果证实了

一些原有的女性刻板印象——如更少攻击性，更为关心他人，对社会

关系更敏感——这些正是女性主义者与绝大多数人所欣赏的特性

（Prentice & Carranza，2002；Swim，1994）。因而，许多人在评价



他们的信念和感受时认为“女人”比“男人”更受欢迎就不足为奇了

（Eagly， 1994；Haddock & Zanna， 1994）。

性别差异性

接下来我们比较一下两性在社会关系、支配性、攻击性和性特征

等方面的异同。介绍了这些区别后，我们再思考如何用进化和文化的

观点进行解释。性别差异是否反映了自然选择？抑或是文化建构的，

即两性通常扮演的角色及其所处情境的反映？还是说基因和文化共同

造成了这种性别差异？

独立性与联系性

男性在残酷竞争和养育关爱等见解和行为上存在个体差异，女性

也一样。心理学家南希·霍多罗夫等人并未否认上述观点

（Chodorow， 1978， 1989；Miller，1986；Gilligan & others，

1982， 1990），但是他们提出，女性比男性更重视亲密关系。

游戏

埃莉诺·麦科比（Maccoby， 2002）经过数十年对性别的发展研

究发现，与男孩相比，女孩之间的谈话更加亲密，而且游戏也更少具

有攻击性。女孩更偏向于在小群体中开展游戏，往往与一个朋友交

谈，而男孩则更常进行大群体的活动（Rose & Rudolph， 2006）。由

于他们各自和同性别的人交往，所以男女之间的差异就会逐渐显现出

来。

友谊

对成年人而言，个人主义文化的女性更经常用人际关系的词汇来

描述自己，更乐于接受别人的帮助，体验到更多与人际关系有关的情



感，并努力使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更加协调（Addis & Mahalik，

2003；Gabriel & Gardner ，  1999；Tamres & others ，  2002；

Watkins & others， 1998， 2003）。男性谈话往往关注任务以及与

大群体的关系，而女性则更多关注个人关系（Tannen， 1990）。打电

话时，女性和朋友的聊天时间更长（Smoreda & Licoppe， 2000）。

在电脑面前，女性花费更多的时间发送电子邮件以表达情感

（Crabtree， 2002；Thomson & Murachver， 2001）。在群体中，女

性之间会相互分享她们各自的生活，为他人提供更多的支持（Dindia

& Allen， 1992；Eagly， 1987）。面临压力时，男性倾向于以“战

或逃”来回应，通常以反抗来应对威胁。谢利·泰勒（Taylor，

2002）指出，几乎在所有的研究中，遭遇压力的女人更需要他人的照

顾和帮助，她们向家人和朋友寻求支持。在大学新生中，10个男生中

有5个认为“帮助有困难的人非常重要”，而女生每10个里面有7个人

具有同样的想法（Sax & others， 2002）。

职业

费利西亚·普拉图及其同事（Pratto & others， 1997）报告

说，总体上，男性总是会被那些增强性别不平等的工作所吸引（检察

官、广告策划人等）；女性则被那些减少性别不平等的工作所吸引

（公设辩护人、慈善工作的宣传者）。对64万人工作偏好的研究发

现，男性更看重报酬、晋升、挑战和权力，而女性则更看重工作时

长、私人关系和助人机会（Konrad & others， 2000；Pinker，

2008）。确实，在北美大部分看护职业（如社工、教师、护士）的从

业者中，女性比男性更多。而在世界范围内，与男性相比，女性的职

业兴趣更多地指向人而非物（Lippa，2008a）。

家庭关系



拥有母亲、女儿、姐妹或祖母身份的女性可以很好地维系家庭

（Rossi & Rossi， 1990）。女性会花更多的时间照顾孩子和老人

（Eagly & Crowley， 1986）。女性用在购买礼物和贺卡的时间是男

性的3倍，用2~4倍的时间处理私人信件，并且给朋友和家人打长途电

话的次数要多10%~20%（Putnam， 2000）。当要求提供用于描绘自己

的照片时，女性提供的照片更多地包含了父母和其他人（Clancy &

Dollinger， 1993）。尤其对于女性来说，相互支持的感觉对于婚姻

满意度极为重要（Acitelli & Antonucci， 1994）。

同理心

接受调查时，女性更倾向于将自己描述为具有“同理心”

（empathy，也译作“共情”），即能够感受他人的感觉——为他人的

喜悦而高兴，为他人的悲伤而哭泣。尽管在实验室条件下，同理心的

性别差异并不那么显著，但它的确存在。在观看幻灯片或者听完故事

以后，女孩会有更多的同理心反应（Hunt， 1990）。在实验室或实际

生活沮丧的情境下，女性比男性更可能为他人遭受相似的经历而表现

出同理心（Batson & others， 1996）。看到别人因犯错而痛苦，女

性与同理心相关的脑区会显著激活，但是男性不会（Singer &

others， 2006）。女性更容易哭泣，也更多地报告因为他人的悲伤而

难过（Eisenberg & Lennon， 1983）。在盖洛普民意测验中，12%的

美国男性和43%的美国女性报告说因为伊拉克战争而哭泣（Gallup，

2003）。

所有这些差异都有助于解释：与和男性的友谊相比，男女两性都

认为与女性的友谊更加亲密、愉悦并且更易维持（Rubin， 1985；

Sapadin， 1988）。当你需要别人共情和理解时，会向谁寻求帮助？

两性都倾向于向女性倾诉自己的喜怒哀乐。



对两性同理心差异的一种解释是，女性解读他人情绪的能力更

强。朱迪思·霍尔（Hall， 1984）对125项考察两性对非言语线索敏

感度的研究进行分析发现，总体而言，女性更善于解码他人的情绪线

索。例如，呈现一段2秒钟的无声影片，画面是一位悲伤女性的面孔，

女性能更准确地猜出她究竟是在批评别人，还是在谈论她的离婚事

件。马斯特和霍尔（Mast & Hall， 2006）报告说，女性回忆他人外

貌的能力也显著优于男性。

最后，霍尔认为女性更擅长以非言语的方式表达情绪。根据科茨

和费尔德曼（Coats & Feldman， 1996）的报告，这一特点在表达积

极情绪时尤为明显。研究者找到一些志愿者，让他们谈论令自己感到

快乐、悲伤和生气的情境，并录下来。之后，研究者给实验参与者呈

现5秒钟的静音录像，让他们猜测讲述者的心情。结果发现，在快乐情

境中，参与者对女性情绪的推测更加准确。相反，男性在表达愤怒时

似乎更加出色。

社会支配性

想象一下有这样两个人：一个“大胆、独裁、粗心、强势、坚

强、独立和强壮”，而另一个“温柔、依赖、天真、感性、服从和弱

小”。如果你觉得前者更像男人，而后者更像女人，那么按照约翰·

威廉斯和德博拉·贝斯特（Williams & Best，1990a， p.15）所讲，

你和很多人的想法一样。从亚洲到非洲，从欧洲到澳洲，人们对男人

的评价离不开强势、进取和攻击等描述。而且，对70个国家近80 000

人的研究表明：男人比女人更为重视权力和成就（Schwartz &

Rubel， 2005）。

这些观点、期望与事实是相符合的。几乎所有的社会男性都处于

统治地位。而在已知的社会中，女性通常很难居于统治地位



（Pratto， 1996）。我们将看到，不同文化中性别差异的变化极大，

不过在许多工业化国家，随着女性担任更多的管理和领导岗位，性别

差异正在逐渐减小。但是我们还需看到：

● 2008年，在全世界所有的立法委员中，女性只占18%（IPU，

2008）。

● 男性比女性更关心社会统治问题，更可能支持保守的政治候选

人和维持男女不平等的措施（Eagly & others， 2004；Sidanius &

Pratto， 1999）。2005年，美国男性对死刑和伊拉克战争的支持率比

女性高得多（Gallup， 2005；Newport， 2007a）。

● 陪审团成员中男性大约占一半，但在选举的陪审团领袖中男性

却占到90%，并且大部分实验室小组的负责人也都是男性（Colarelli

& others ，  2006；Davis & Gilbert ，  1989；Kerr & others ，

1982）。

因为男性占据较高的社会地位，所以最先发出约会邀请、负责驾

车和买单的人也多为男性（Laner & Ventrone， 1998， 2000）。

男性交流的方式可以加强他们的社会权力。在领导角色并未清晰

界定的情境下，男性倾向于采取专断的领导方式，而女性则倾向于采

取民主的领导方式（Eagly & Carli， 2007）。在领导角色中，男性

擅长指示性和专注于任务的领导角色，而女性则擅长变革型的领导角

色——采用灵活的社交技巧建立团队精神，这种领导形式受到越来越

多的组织欢迎。男性比女性更强调胜利、领先以及控制他人

（Sidanius & others， 1994）。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相比于群体

内冲突，群体间竞争（如国际战争）发生时人们更偏好男性领导者

（Van Vugt & Spisak， 2008）。



男性也更爱冒险（Byrnes & others， 1999）。一项对35 000个

股票经纪账户的研究发现，“男性比女性更自负”，所以他们比女人

的交易额多出45%（Barber & Odean， 2001）。因为交易有成本，也

因为男人的交易更多地失败，所以他们对股市造成了2.65%的股价损

失，而女性造成的损失为1.72%。男性交易员更喜欢冒险，因此收益也

更少。

在写作方面，女性更多使用联系性介词（比如with）以及现在时

态，更少使用数量性名词，更频繁使用现在时态。一个根据词汇使用

和句型结构来判断性别的程序成功识别出920本英国小说及非文学作品

中作者的性别，其准确率高达80%（Koppel & others， 2002）。

男性谈话的方式可以反映出他们对独立的关注，而女性更重视关

系。男性更可能表现出权力欲——自信地谈话、直接打断他人、相互

握手、更多地注视对方以及较少微笑（Leaper & Ayres， 2007）。从

女性角度考虑，她们更多采用间接方式影响他人——较少打断他人、

更敏感、更礼貌、更谦虚。

那么是否可以断言（就像20世纪90年代一本畅销书的名字一样）

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呢？事实上，如同凯·杜克斯和玛丽安

娜·拉弗朗斯（Deaux & LaFrance， 1998）提到的那样，男女之间不

同的交谈方式可能与社会背景有关。我们赋予男性的大多数特征往往

是属于那些处于更高社会地位的人的特性（不论男女）（Hall &

others， 2006）。例如，学生在和教授谈话时会比他们与同龄人谈话

时更频繁地点头（Helweg-Larsen & others， 2004）。男人——以及

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在谈话时通常声音较大而且更容易打断他人

（Hall & others， 2005）。此外，个体还存在差异：有些男性总是

犹豫不决和恭敬顺从，而有些女性则相对自信而且专断。很显然，认

为男性和女性来自不同行星的说法太过于简单化了。



攻击性

心理学家把攻击性（aggression）定义为意图伤害他人的行为。

在全世界，捕猎、打斗和战争等主要是男性从事的活动（Wood &

Eagly， 2007）。调查显示，男性承认自己比女性有更多的攻击行

为。在实验中，男性确实表现出更多的身体攻击，比如实施（自以为

真的）高强度电击（Knight & others， 1996）。在加拿大，因谋杀

而拘捕的男女比例为9:1（Statistics Canada， 2010）。在美国，

92%的囚犯是男性，男女比例超过9:1（FBI， 2009）。几乎所有自杀

式的恐怖分子都是年轻男子（Kruglanski & Golec de Zavala，

2005）。几乎所有死于战场上的人和死刑犯也是如此。

但是，性别差异会随着情境的不同而不同。在挑衅情境下，男女

性 别 差 异 会 大 大 缩 小 （ Bettencourt & Kernahan ，  1997；

Richardson， 2005）。而且在一些伤害性较小的攻击形式中，比如说

扇家人耳光、摔东西或者言语攻击等，女性的攻击行为并不比男性少

（Bjorkqvist， 1994；White & Kowalski， 1994）。确实，约翰·

阿彻（Archer， 2000， 2004， 2007）根据数十项研究的统计分析指

出，女性似乎会发起更多的间接攻击行为，例如散布恶意的流言。但

是，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处于哪个年龄阶段，男性都会更多地进行

身体攻击，伤害他人。

性特征

在性态度和主张方面，也存在性别差异。尽管面对性刺激时，两

性在生理和主观反应上“大同小异”（Griffitt， 1987），但是，请

思考：

● “我可以想象自己正愉悦地享受与不同伴侣的‘随意’性关

系。”澳大利亚的一项调查显示，48%的男性和12%的女性对此表示同

意（Bailey & others，2000）。对48个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表明，不同



文化对性放纵的容忍程度存在差异，其中芬兰人的态度比较开放，支

持乱交，而中国台湾人则相对忠贞，支持一夫一妻制（Schmitt，

2005）。但在所研究的48个国家和地区中，男性比女性对性放纵表现

出了更高的欲望。同样，BBC调查了53个国家的20多万人，发现各地的

男性都更强烈地同意“我有很强的性冲动”这种说法（Lippa，

2008b）。

● 美国教育委员会近来调查了25万名大一新生，也发现了类似的

结果。对于下面这一观点，“如果两个人真的彼此喜欢，那就可以发

生性关系，即使他们认识的时间很短暂。”58%的男生表示赞成，而只

有34%的女生表示赞成（Pryor & others， 2005）。

● 在一项调查中，随机抽取3 400名年龄在18~59岁之间的美国

人， 48%的女性和25%的男性认为情感是他们发生第一次性关系的原

因。在对性生活频率问题的回答上，19%的女性和54%的男性回答“每

天”或者“一天几次”（Laumann & others， 1994）。类似地，加拿

大人有11%的女性和46%的男性也会回答“一天几次”（Fischstein &

others， 2007）。

两性在性态度上的差异还反映在行为层面上。跨文化心理学家马

修·西格尔及其同事（Segall & others， 1990， p.244）报告说：

“世界各地，几乎无一例外，男性比女性更可能发起性活动。”

与女同性恋相比，男同性恋报告，对随意的性关系更感兴趣，性

爱频率更高，对视觉刺激的反应更强烈，更关心伴侣的性魅力

（ Bailey & others ，  1994；Peplau & Fingerhut ，  2007；

Schmitt， 2007）。女同性恋中有47%的人会结婚，而这几乎是男同性

恋的两倍（24%）（Doyle， 2005）。佛蒙特州的同性结合和马萨诸塞

州的同性婚姻中，三分之二都是女性情侣（Belluck， 2008；

Rothblum，2007）。史蒂文·平克（Pinker， 1997）观察说：“并不



是说男同性恋性爱次数更多，他们只是表现了正常男性的性需求，只

不过对象也是男人罢了。”

确实，鲍迈斯特和凯塞琳·沃斯（Baumeister & Vohs， 2004；

Baumeister　& others， 2001）观察发现，男性不仅有更多的性幻

想，性态度也更开放，会寻找更多的性伴侣，也更容易引发性唤醒，

渴望更频繁的性生活，手淫次数更多，更不擅于独身生活，更少拒绝

性爱，更容易冒险，花费更多的资源以便满足性需求，且更偏爱形式

各异的性行为。一项研究询问了来自52个国家的16 288人，要求他们

回答在未来一个月，他们渴望多少名性伴侣。结果发现，在单身人群

中，29%的男性和6%的女性报告说渴望一个以上的性伴侣（Schmitt，

2003， 2005）。同性恋和异性恋的结果一样（29%的男同性恋和6%的

女同性恋渴望一个以上的性伴侣）。

人类学家唐纳德·西蒙斯（Symons， 1979， p.253）指出，“在

世界各地，性都被理解为女性拥有而男性渴望的事物。”难怪鲍迈斯

特和沃斯说，各地的文化都更重视女性而非男性的性行为，正如卖淫

与求爱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性别不对称。男人一般提供金钱、礼物、

赞美和承诺，含蓄地换取女性的性顺从。他们注意到，在人类的性经

济中，女性很少为性买单。就像工会反对“不罢工的工人”一样，他

们认为这种人会损害他们自身劳动的价值。大多数女性都会反对其他

女人提供“廉价的性”，这会降低她们自身性行为的价值。在185个国

家中，男人越少，少女怀孕率就越高——因为男人稀缺时，“女人们

会以低价提供性的方式相互竞争以获得男性的许诺”（Barber，

2000；Baumeister & Vohs，2004）。当女人缺少时（如中国和印

度），女性性行为的市场价值就会上涨，她们会要求更高的求婚承

诺。

性幻想也存在性别差异（Ellis & Symons， 1990）。在以男性为

受众的色情作品中，女性通常未婚且充满欲望；以女性为主要市场的



爱情小说中，温柔的男主角总是会全身心地爱自己的心上人。看来并

非只有社会学家才注意到这种性别差异。幽默评论家戴夫·巴里

（Barry， 1995）观察说：“女人们可以为一部长达4个小时的电影而

着迷，尽管整个情节就是一男一女向往发展出一段恋情，但最终却没

有什么结果。而男人极其憎恨这样的事情。男人的向往一般只能持续

45秒，而后就希望大家脱衣服，然后再来一场汽车追逐的戏。一部名

为《飞车中的裸身男女》的影片会很吸引男人。”

进化与性别：与生俱来的行为

“你认为造成男女两性不同人格、兴趣和能力的原因是什么？”

这是盖洛普公司（Gallup， 1990）在一项全美调查中的一个问题。

“这主要是由两性不同的养育方式还是由其生理差异造成的？” 99%

的人回答了这一问题（显然没人质疑该问题的假设），其中选择后天

教养和生理差异的人各占一半。

两性的确存在某些突出的生物性差异。男性天生有发达的肌肉以

便狩猎，而女性天生有哺乳的能力。这种生物意义上的差异是否仅仅

局限于生殖和运动系统呢？还是男女两性的基因、荷尔蒙以及脑机制

的差异导致了上述的行为差异？

性别与择偶偏好

意识到两性在攻击性、支配性和性特征的差异在全世界都持续存

在，进化心理学家道格拉斯·肯里克（Kenrick， 1987）认为，“我

们无法改变自己种群进化的历史，毫无疑问，我们彼此之间的一些差

异受到这段历史的影响。”进化心理学家预测，如果两性面对的是完

全相同的适应性挑战，那么两性之间就不会有任何差异（Buss，

1995b）。两性都通过分泌汗液调节体温，在口味上都偏好有营养的食



物，皮肤磨损时都会起老茧。但是进化心理学家同时预言，两性在约

会、婚配以及繁殖行为等方面存在差异。

比如，让我们来思考一下男性在性活动中更高的主动性。正常的

男性一生会产生亿万个精子，所以相比于卵子，精子要廉价很多（如

果你是一个正常的男人，在读到这些文字的时候，你会产生1 000多个

精子）。而且，女性孕育受精卵时，男性还可以与其他女性性交来增

加自己基因传播的机会。生一个孩子，女人分娩需要用9个月，而男人

可能只需要9秒。

因此，进化心理学家认为，女性会在意男性拥有的资源与做出的

承诺，从而谨慎地选择繁殖机会。男性则会与其他男性竞争以获得传

播基因的机会，因此男性寻找的是能够播种的肥沃土壤。女性寻求的

则是那些能帮助她们整理花园的男人——资源丰富且感情专一的父

亲，而不是那些朝三暮四的花花公子。女性择偶精挑细选，而男性择

偶则贪多务得。至少理论上是这样。

此外，进化心理学家提出，在身体机能方面处于优势的男性总是

很擅长接近女性。因为攻击性较弱的男性繁衍的几率较低，所以人类

漫长的进化历程增强了男性的攻击性和支配性。那些使蒙特祖玛二世

成为阿兹台克国王的基因特性很自然地通过他的4 000个女人遗传给了

他的后代（Wright， 1998）。如果我们的女性祖先能通过理解自己孩

子和求婚者的情绪而获得益处的话，那么自然选择就会同样赋予女性

理解情感的能力。在所有这些假设之下的原则是：自然会选择那些有

助于基因遗传的特性。

这些过程几乎都是无意识的。很少有人会在痛苦中停下来思考，

“我要把我的基因遗传给后代。”相反，像进化心理学家说的那样，

我们天生渴望那种能增加基因遗传性的生活。情绪负责执行这种进化

机制，就像饥饿促使人体摄取营养物质那样。



进化心理学家预测男性会努力为女性提供她们所需的外界资源和

身体保护。雄孔雀会炫耀它们的羽毛，男人也会展示他们的财富。在

一个实验中，如果一位年轻的男性和一位年轻的女性单独在房间里，

他会把“拥有很多金钱”看得更加重要（Roney， 2003）。格伦·威

尔逊（Wilson， 1994）认为“男性的成就最终会变成求爱的本钱”。

女性可能会隆胸、去皱、抽脂，以满足男性所需的年轻、健康的外表

（暗示着可受孕）。

巴斯和艾伦·范戈尔德（Buss， 1994a；Feingold， 1992a）确

信女性和男性的择偶偏好可以证实上述假设。从澳大利亚到赞比亚，

对37种文化进行的研究显示，生殖力旺盛的女性外表（如年轻的脸

孔）对男性更加富有吸引力。而女性则被那些富有、强势和自信的男

性所吸引，因为这表示男性有足够的资源保护和抚养后代。男性对女

性外表的兴趣使他们成为世界上色情作品的主要消费者。但两性同样

也存在相似性：不论是定居在印度尼西亚群岛还是圣保罗的市郊，男

女都渴望友善、爱情和双方的相互吸引。

基于这些发现，巴斯（Buss， 1999）报告说对此感到有点意外：

“世界各地的男女在择偶偏好上的差异如此精确地符合进化学派的预

测。就像我们对蛇、高度和蜘蛛的恐惧为我们提供了一扇窗，以了解

进化过程中先祖们遭遇的生存危机一样，我们的择偶偏好同样为我们

提供了一扇窗，以洞察祖先繁衍必需的一些资源。成功生存并繁衍的

祖先所具有的偏好，一直延续到我们所有人。”

对进化心理学的反思

并非刻意驳斥自然选择（自然对身体和行为特征的选择确实增加

了基因生存概率），批评者指出进化解释可能存在问题。进化心理学

家有时会从某种结果（比如两性发起性行为的差异）出发，从结果倒



推到行为从而提出某种解释，这种方法是倒推的机能主义，在20世纪

20年代曾是心理学的主流理论。“为什么会出现那样的行为？因为那

样的行为具备这样的功能。”你可能会发现，无论进化论还是机能主

义都只是事后推测。生物学家保罗·埃利希和费尔德曼（Ehrlich &

Feldman，2003）指出，如果采用这样的事后推测，进化论理论家几乎

从不会犯错。当今的进化心理学家如同过去的弗洛伊德心理学派一

般，批评者如此评述：不论发生什么，任何理论都可以进行修正更

新。

防止事后推测偏差的方法是假设事件的其他发展方式。我们不妨

想想，女性如果比男性更加强壮而且更富有攻击性。有些人会解释

说：“当然啦，这样可以保护她们的孩子。”如果男性从来没有过婚

外情，我们是否就很难发现这种忠诚背后的进化智慧呢？因为养育后

代远比播种受精重要，所以，如果男女共同投入来养育孩子的话，那

么双方都会受益。那些对伴侣和后代忠诚的男性会更容易确保后代的

生存以成功地传递基因。一夫一妻制有助于增强男性对父系后裔的确

定。（事实上，对于那些后代需要大量养育投入的人类和其他物种来

说，它们为什么倾向于配对生活并实行一夫一妻制？进化学派基于倒

推法提供了解释。）

进化心理学家认为批评他们的理论基于事后推测“完全错了”。

他们认为，事后推测在文化解释中的作用并不小：为什么男女会有差

异？因为文化塑造了他们的行为！当人们的角色随着时间和地点有所

变化时，“文化”更多地是在描述那些角色而不是解释它们。而且进

化心理学家认为他们的学说远远超越了事后推测，是一门利用动物行

为数据、跨文化观察，以及激素、基因研究来检验进化学假设的实证

性科学。与很多学科一样，观察激发理论进而产生可以检验的新预

测。这些预测不但可以使我们对未注意到的现象有所警觉，而且可以

证实、反驳或是修正理论。



进化心理学的批评者承认进化确实有助于解释我们人类的异同之

处（一定程度的多样性有利于生存）。但是他们强调仅凭人类共同的

进化传统无法预测人类婚姻模式中的文化变异（从一夫一妻到一夫多

妻或者一妻多夫，以及交换夫妻的行为），而且它也无法解释为什么

文化能够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内影响人们的行为模式。自然赋予我们

最重要的特征似乎就是适应能力——学习和改变，因此我们可以认为

其实是文化在塑造我们。

性别与荷尔蒙

如果基因预先设定了与性别有关的特性，它们肯定会通过影响我

们的身体来表现这一点。在男性胚胎中，影响睾丸形成的基因会指导

分泌睾丸素——影响他们雄性体征的男性荷尔蒙。研究发现，在胚胎

形成时期接受了更多睾丸素的女孩长大后会比其他女孩表现出更多男

子气（Hines， 2004）。另外，有一些研究跟踪了那些没有男性生殖

器而被当作女孩子抚养的男孩（Reiner & Gearhart， 2004），大人

虽然像女孩子一样打扮和对待他们，但是多数人最终还是会参与典型

的男性游戏，并且认同自己的男性性别，而且通常没有情绪上的痛

苦。

攻击行为的性别差异似乎受睾丸素的影响。给动物注射睾丸素会

增加其攻击行为。有着极端暴力倾向的男罪犯体内往往有很高的睾丸

素含量，国家橄榄球联队的运动员和狂欢兄弟会的成员也同样如此

（Dabbs， 2000）。此外，人类和猴子攻击行为的两性差异在生命早

期就表现出来了（在文化发生影响之前），并且在成年后随着睾丸素

水平的下降而趋于消失。当然这些证据都不是结论性的。总体来讲，

这些证据让许多学者相信性激素确实有影响。但正如我们将要看到

的，文化同样也是如此。

文化与性别



正如前面所述，文化是由大型群体共同拥有并能代代相传的一切

事物——思想、态度、行为和传统。我们可以看到文化对观念的塑造

力，比如男女两性的适当行为。而且人们违反社会期望时就会遭到文

化的谴责（Kite， 2001）。在各个国家，女孩会花更多的时间做家务

和帮助照顾孩子，而男孩则把时间花在自由自在地玩游戏上

（Edwards， 1991）。即使在当代北美的双职工家庭中，也是男性完

成家里大部分的修理工作，而女性负责照看孩子（Bianchi &

others， 2000；Fisher & others， 2007）。这些对男女的行为期望

界定了性别角色（gender role）。

那么，究竟是文化建构了这些性别角色，还是性别角色只是反映

了男女的自然行为倾向？不同文化和时代的性别角色差异表明，文化

确实会影响性别角色的建构。

因文化和时代而异的性别角色

尽管性别角色存在不平等，但是全球大多数的人们还是期望看到

男女角色更加平等。夫妇两人一起工作、共同照顾孩子，或者丈夫外

出工作而妻子呆在家里照顾孩子，这两种生活哪一种更令人满意？这

是皮尔全球态度调查（Pew， 2003）向38 000人提出的一个问题。44

个国家中有41个国家的大多数人都选择第一个答案。

但是国家之间的差异十分明显。埃及人反对世界多数派观点的比

例是2:1，而越南人赞成的比例则高达11:1。世界经济论坛在2008年的

全球性别差距报告（Global Gender Gap Report，2008）中指出，挪

威、芬兰和瑞典男女平等程度最高，而沙特阿拉伯、乍得和也门最

低。即使在工业化国家，妇女的地位也有很大差异。日本和德国的管

理岗位中女性只占1/10，而在澳大利亚和美国的管理岗位上，女性比

例则接近1/2（ILO， 1997；Wallace， 2000）。在北美，大多数的医



生和牙医都是男性；在俄罗斯，大多数的医生是女性；而丹麦大多数

的牙医是女性。

在刚刚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历史长河中的一小页——性别角

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38年，只有1/5的美国人支持“已婚女性可以

去工作挣钱，即使她的丈夫有能力养家糊口。”到1996年，4/5的人都

赞成这种观点（Niemi & others，1989；NORC， 1996）。1967年，美

国57%的大学新生赞同“已婚妇女的活动应该限制在家庭范围内。”而

到2005年，只有20%的人同意这一观点（Astin & others， 1987；

Pryor & others， 2005）。（随着文化在这些问题上达成了共识，这

些问题不会再出现在调查问卷上了。）

这一态度的转变伴随着行为的变化。1965年，哈佛商学院还从未

给女性颁发过学位；到20世纪末，30%的毕业生都是女性。从1960年到

2005年，美国医学院的毕业生中女性比例由6%上升到50%，法学院则从

3%上升到50%（AMA，2004；Hunt， 2000；Richardson， 2005）。到

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已婚妇女花费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是她们丈

夫的7倍；而到90年代中期，该比例下降到了2倍（Bianchi &

others， 2000；Fisher & others， 2007）。

从摩洛哥到瑞典，女性在国会中的席位在逐渐增加，这说明了不

同文化下男女性别角色的变化（Inglehart & Welzel， 2005；IPU，

2008）。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有这么大的跨文化变化，说明进化和生

物性并不能固化性别角色，时间对性别角色也会有影响。

结语：生物因素与文化因素

我们不必把进化和文化看作对立面。文化规范对我们的态度和行

为有着微妙而强大的影响，但是它并不能独立于生物因素而起作用。

所有的社会和心理因素归根结底仍然是生物因素。如果他人的期望能



影响我们，那这其实也是我们生物程序的一部分。此外，我们人类生

物遗传所能启动的过程，文化都能使之得以增强。如果基因和激素预

先设定男性比女性更加具有攻击性，那么文化会借助社会规范期望男

性坚强刚毅而女性温柔友善来增大这种差异。

生物和文化因素也存在交互作用（interaction）。遗传科学的进

展 表 明 ， 经 验 能 利 用 基 因 促 进 大 脑 的 发 育 过 程 （ Quarts &

Sejnowski， 2002）：环境刺激能激活基因制造新的脑细胞以分化感

受器。视觉经验能激活基因发展大脑视觉区，父母的爱抚能激活基因

帮助后代应对未来的压力事件。基因并非一成不变，它会根据我们的

经验适应性地做出反应。

如果生物特性会影响环境反应，生物因素和经验因素就会相互作

用。男性身高比女性高8%，肌肉为女性的2倍，因此他们的人生经历必

然不同于女性。人类是否存在这样一条非常严格的文化规范：男性应

该比他们的女性伴侣高。在一项美国的研究中，720对已婚配偶中只有

一对不符合上述规范（Gillis & Avis，1980）。依据事后之见，我们

可以推测心理学的解释：也许身高优势有利于男性延续他们超越女性

的社会权力。但是我们同样可以推测这一社会规范背后的进化意义：

如果人们偏好相同身高的伴侣，那么高大的男性和矮小的女性就可能

找不到合适的伴侣了。既然如此，进化导致男性比女性更高，而文化

也做出类似的规定。所以选择伴侣时的身高规范很可能就是生物因素

和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图13-1

社会行为性别差异的社会角色理论。各种影响因素（包括童年经历等）使得男女两性

具有不同的角色。正是对这些不同角色的期望和信念影响了男女两性的行为。资料来

源：Adapted from Eagly (1987) and Eagly & Wood (1991).

艾利丝·伊格利和温迪·伍德（Eagly & Wood， 1999；Wood &

Eagly， 1987）提出了生物因素与文化因素交互作用理论（图13-

1）。他们认为存在许多因素，包括生物影响和儿童期社会化，导致了

男女两性不同的社会分工。成年以后，直接影响社会行为性别差异的

是社会角色，此种角色反映了两性的劳动分工。男性由于生理上天赋

的力量和速度，更适合需要体能的社会角色。而女性由于先天的分娩

和哺乳能力，更适合抚育者的社会角色。于是男女两性就会各自倾向

于表现那些符合角色期望的行为，并相应地塑造自己的技能和信念。

因而天性和教养构成了一张“彼此交织的网”。随着角色分配变得更

为平等，伊格利预测性别差异“将会逐渐缩小”。

模块14 好人是如何变坏的

你一定经历过这样的场面：当一场辩论赛或音乐会结束时，前排

的粉丝们起立鼓掌。接着，紧邻粉丝后面的赞赏者也起立鼓掌。现

在，起立鼓掌的浪潮波及到了后面较冷静的观众，他们也从舒适的椅



子上站起来，给予了礼节性的喝彩。可是，你还想坐着（“这位演讲

者根本就不代表我的观点”）。但是，当起立鼓掌的浪潮扫过时，你

还会独自坐着吗？成为少数与众不同者，真的很不容易。除非你真的

非常厌恶刚才听到的内容，不然你很可能会随着人群起立，至少短暂

地应付一下。

研究从众（conformity）的心理学家们构建出微型的社会情境，

即实验室微观文化，这种微观文化简化并模拟我们日常生活中社会影

响的重要特征。让我们先来关注两组经典的实验。每一组实验都提供

了一种研究从众的方法以及某些惊人的发现。

阿什的从众研究

所罗门·阿什（Asch， 1907~1996）回忆起他少年时代参加传统

的犹太教传统的逾越节家宴情形：

我问坐在身旁的叔叔为什么要开着门。他回答说：“先知以利亚

今晚会造访每个犹太家庭，从特意为他准备的杯子里呷一口葡萄

酒。”

我对此感到很惊讶，又问：“他真的会来吗？他真的会呷一口酒

吗？”

叔叔说：“如果你仔细地盯着，当门被推开时，你会看到——你

注意杯子——你真的会看到酒少了一些。”

果然如此。我的眼睛盯着葡萄酒杯，下决心看看是否有变化。对

我来说好像……酒杯边缘确实发生了变化，酒真的少了一点点（Aron

& Aron，1989， p.27）。



数年以后，社会心理学家阿什在实验室里重演了孩提时代的那一

经历。假设你要参加阿什的实验，坐在7个人一排的第6个位置。研究

者告诉你这是一项知觉判断的实验，然后要求你判断，图14-1中的3条

线段中哪一条与标准线段一样长。你很容易就可以看出是线段2。当你

前面的其他5个人都说是“线段2”时，这没什么好奇怪的。

接下来的比较同样很简单，你觉得这是个简单的测试。但第三次

判断却令你大吃一惊。尽管正确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但第一个人答

错了。在第二个人也给出同样错误的答案时，你从椅子上站起来，使

劲盯着卡片。第三个人也同意前面两人的答案。你张大嘴巴，浑身开

始冒汗，“怎么回事？”你问自己，“是他们瞎了，还是我瞎了？”

第四、第五个人也同意前面几个人的答案。接着，研究者看着你。现

在，你面临着认识上的两难困境：“什么才是正确的呢？是同伴告诉

我的正确呢，还是我的眼睛告诉我的正确呢？”



图14-1

所罗门·阿什的从众实验所使用的图片。实验参与者要判断3条线段中哪一条与标准

线段一样长。

很多大学生在阿什的实验中都体验到这类冲突。控制组的大学生

单独回答时正确率超过99%。阿什想知道：如果其他几个人（经过研究

者训练的研究助手）给出一致的错误答案，那么受其影响的大学生是

否会给出违心的错误答案呢？尽管有些人从来不从众，但四分之三的

人至少有过一次从众行为。总的看来，37%的回答是从众的（还是应该

说“相信他人”？）。当然，这也意味着63%的人没有从众。有学者

（Hodges & Geyer， 2006）注意到，该实验表明“有人不说实话时大



多数人仍会说实话”。尽管有很多大学生表现出独立精神，但阿什

（Asch，1955）认为从众的不良后果显而易见：“看上去聪明而善良

的年轻人却愿意颠倒黑白，这的确令人担忧。我们不得不质疑教育体

制以及指导我们行为的价值观。”

阿什的实验程序成为后来许多实验的范式。虽然这些实验缺乏日

常从众的“世俗现实性”，却有“实验现实性”。在这种经历中人们

变得情绪化。谢里夫和阿什的研究结果令人震惊，因为他们的实验没

有涉及任何明显的从众压力——既无“团队合作”的奖励，也无针对

个体的惩罚。

如果在这样小的压力下人们就表现出从众行为，那么，在直接强

迫的情形下，他们会表现出何等可怕的服从行为？能强迫普通公民做

出残忍的行为吗？可能你认为不能：他们的人性、民主、个人主义的

价值观会使他们抗拒这种压力。此外，这些实验中轻松的口头表态与

实际伤害他人的行为还有很大距离；人们决不会屈服于伤害他人的压

力。人们真的会这样吗？社会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很想知道这一答案。

米尔格拉姆的服从实验

耶鲁大学心理学家米尔格拉姆（Milgram， 1965， 1974）从1961

年起用一系列的实验考察了权威与道德之间的冲突。米尔格拉姆的服

从实验是社会心理学最著名也是最有争议的实验。斯坦福大学社会心

理学家罗斯（Ross， 1988）如此评论道：“若要论社会科学历史上实

证研究的贡献，可能无出其右。米尔格拉姆的服从实验是人类社会共

同的智慧遗产（如历史事件、圣经寓言和古典文学）的一部分，伟大

的思想家在探讨人类本性和思考人类历史时可以信手拈来，有如天

成。”



下面是米尔格拉姆设计的场景，这位颇具创造性的艺术家撰写剧

本并导演了剧情：两个人来到耶鲁大学心理实验室参加一项学习和记

忆的研究。实验者穿着白大褂，严肃地解释说，本实验是一项考察惩

罚对学习影响的尖端研究。实验要求其中一人（“教师”）教另一人

（“学习者”）学习配对出现的单词，如果记忆错误，就要进行惩

罚，给“学习者”逐渐施加增强的电击。为了分配角色，他们要从帽

子里抽签。其中一人是性情温和的47岁的会计师，他是研究助手，假

装说自己抽到了“学习者”签，并被领进隔壁房间。另一人是应征而

来的志愿者，安排担当“教师”的角色。“教师”在体验一次轻微的

电击后，看着研究者把“学习者”绑在椅子上，并在其手腕上缚上电

极。

然后，“教师”和米尔格拉姆回到主房间（见图14-2）。“教

师”坐在“电击启动器”前，该仪器上有一排开关，每档相差15伏，

从15伏一直到450伏。开关上写着“轻微电击”“强电击”“危险：高

强电击”等等。在435伏和450伏的开关中间有“高危致命”（XXX）字

样。研究者告诉“教师”，学习者每答错一次，“就在电击发生器上

提高一个档次实施电击”。每次只要轻按开关，灯光就会闪烁，继电

器开关随之“咔嗒”一声响，电蜂鸣器就会嗡嗡地响起来。



图14-2

米尔格拉姆的服从实验。资料来源：Milgram, 1974.

如果“教师”服从研究者的要求，那么，他会在75、90和105伏时

听到学习者的哼哼声。在120伏时学习者大喊电击太疼了。在150伏时

学习者咆哮着：“实验者，把我从这里弄出去！我不再参加这个实验

了！我拒绝继续做下去！”在270伏时学习者的抗议声成了痛苦的尖叫

声，并坚持要出去。在300伏和315伏处，他会尖叫并拒绝回答。330伏

后他再也没有声音了。米尔格拉姆在“教师”询问和要求停止实验时

说，学习者不回答就被视为回答错误。为了让“教师”继续实验，研

究者采用了四种口头鼓励：



鼓励1：请继续下去（或请继续）。

鼓励2：该实验要求你继续进行下去。

鼓励3：你继续进行下去是绝对必须的。

鼓励4：你没有其他选择，必须进行下去。

你会进行到什么程度？米尔格拉姆给精神病学家、大学生和中产

阶层等110人描述了这项实验。三个群体的人都认为自己会在135伏左

右时不服从命令；没人想进行到300伏以上。考虑到自我估计可能会受

到自利偏差的影响，米尔格拉姆要求他们估计其他人会进行到什么程

度。实际上，没有一个人期望他人使用电击发生器中的“高危致命”

（XXX）档（精神病学家估计大约1 000人中会有1人这样做）。

然而，当米尔格拉姆对40名男性（职业不同，20~50岁）测试时，

有26人（65%）一直进行到450伏。中途停止电击的人一般在150伏左

右，此时学习者的抗议声听上去更为急迫（Packer， 2008）。

我们想知道今天的人们会不会同样如此服从，伯格（Burger，

2009）重复了米尔格拉姆的实验，尽管最高只到了150伏。实验结果表

明：在150伏的时候，70%的参与者仍然会服从，这一数字比米尔格拉

姆的实验结果略低。在米尔格拉姆的实验中，在150伏仍会服从的参与

者会大部分继续到最后。事实上，所有服从指令达到450伏的参与者

（“教师”）都会一直继续实验，直到另外两项实验之后实验者喊停

为止。

米尔格拉姆原来估计服从的人不会太多，并计划在德国重复实验

以比较文化差异，但实际的研究结果却令他颇为不安（Milgram，

2000）。米尔格拉姆没有去德国，但他将实验设计得令学习者的抗议

更加引人关注。当在椅子上捆绑学习者时，“教师”会听到他提醒说



“有轻微的心脏病”，并听到研究者再次保证“尽管电击可能很疼，

但不会对人体造成永久性的伤害”。结果发现，学习者痛苦的抗议声

并没起多大作用；40名新的男性参与者中有25人（63%）完全服从了研

究者的命令（图14-3）。后来10项包括女性参与者的研究发现，女性

的从众比例与男性相似（Blass， 1999）。

实验参与者的服从令米尔格拉姆忧心忡忡。他所用的实验程序也

令许多社会心理学家惶恐不安（Miller， 1986）。这些实验里的“学

习者”实际上没有受到任何电击（“学习者”离开了电椅，打开磁带

录音机，播放抗议声）。然而，有批评者说，米尔格拉姆施加于参与

者的伤害正是参与者施加于受害者的。他强迫参与者违背自己的意

愿。实际上，许多“教师”确实体验到了极度的痛苦感。他们流汗、

颤抖、紧咬嘴唇、说话结巴、痛苦呻吟，甚至爆发出无法控制的神经

质般的大笑。一位《纽约时报》记者控诉说，“该实验对毫不知情的

参与者所实施的残忍行为，使他们只好去引发别人的痛苦，以此相

抵”（Marcus， 1974）。

批评家也认为，参与者的自我概念可能会因此而改变。一位参与

者的妻子对他说：“你可以称你自己为艾希曼了”（指纳粹死亡集中

营的执行官阿道夫·艾希曼）。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改编了一部

两小时的戏剧，描述了该研究的结果及其引发的争论。为这部戏剧做

广告的《电视导报》评论道（Elms， 1995），“罪恶的世界是如此恐

怖，迄今为止还没有人敢于洞察其秘密！”



图14-3

米尔格拉姆的服从实验。学习者做出各种表现下参与者的服从百分比。资料来源：

From Milgram, 1965.

在为自己辩护时，米尔格拉姆总结了由1 000多个不同参与者所做

的20多项实验所获得的经验教训。他也引用了参与者支持自己的一些

评论，这些评论是在向参与者解释了实验目的和披露了欺骗程序之后

获得的。随后的调查发现，84%的参与者说他们很高兴参加该实验；只

有1%的人表示遗憾。一年以后，精神病学家对痛苦体验较强烈的40名

参与者进行了访谈，得出结论：不管暂时的应激如何，确实没有人受

到伤害。



米尔格拉姆认为，对服从实验的道德批判是“极其夸张”的：

服从实验对参与者自尊的负面影响，与大学生参加一门普通课程

的考试，但没有得到想要的学分相比，要小得多……我们似乎对考试

失败导致的应激、紧张和自尊降低的结果已有相当的心理准备，而对

于产生新知识的过程，我们却没有表现出一丁点宽容（Blass，

1996）。

导致服从的因素

米尔格拉姆不仅揭示出人们服从权威的程度，他还考察了服从产

生的条件。在进一步的实验里，他变化了各种社会条件，得到了从

0~93%的服从率。结果发现，有四种因素会影响服从，即与受害者的情

感距离、权威的接近性与正当性、机构的权威性和群体影响的释放效

应。

与受害者的情感距离

米尔格拉姆实验的参与者在无法看到“学习者”（“学习者”也

无法看到他们）的情况下，其行动表现出的同情最少。当受害者距离

遥远，“教师”听不到抗议声时，几乎所有参与者都冷静地服从直到

实验结束。相对于研究者的权威而言，这类情境把学习者对参与者服

从的影响减小到了最低限度。但是，如果我们使学习者的抗辩与研究

者的命令一样显而易见，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当学习者与参与者在

同一房间时，那么，“只有”40%的参与者表现出服从把实验进行到

450伏。当要求教师把学习者的手强制按在电击板上时，那么，完全服

从的比例下降到30%。

在日常生活中也同样如此，我们很容易漠视那些与己无关或失去

个性的人。甚至对于巨大的灾难，人们也无动于衷。刽子手常常用布

蒙住受刑者的头，使其失去个性。战争法允许从40 000英尺高的地方



对手无寸铁的村民投掷炸弹，但不允许对他们开枪射击。在与敌人进

行近距离肉搏时，许多士兵既不开火，也不瞄准。这种违抗军令的行

为，对于那些接到命令后以远距离火炮或飞机进行杀戮的军人来说是

很罕见的（Padgett， 1989）。

从积极一面讲，人们对于个性化的人是最富有同情心的。这就是

人们在替未出生的胎儿、饥饿的难民或动物权利进行呼吁时，总是用

令人感动的照片或描述来赋予其个性化的原因。也许最令人感动的是

正在发育的胎儿的超声波图像。社会心理学家（Lydon & Dunkel-

Schetter， 1994）曾经问过准妈妈们，结果发现，当她们看到自己胎

儿的身体被超声波图像清楚地显示出来时，她们对胎儿表现出更多的

爱心。

权威的接近性与正当性

研究者亲临现场也会影响服从。当米尔格拉姆通过电话下达命令

时，整个服从比例下降到了21%（虽然许多人撒谎并且说自己听从了命

令）。其他研究也证实，权威在空间上的接近性会增加服从率。轻微

碰触一下手臂，会使人更愿意捐一个硬币，在请愿书上签名，或者品

尝新的比萨饼（Kleinke， 1977；Smith & others， 1982；Willis &

Hamm， 1980）。

但是，权威必须是正当合理的。在米尔格拉姆实验的另一变式

中，研究者假装接到一个电话，要离开实验室。研究者说，仪器可以

自动记录数据，所以“教师”可以继续做实验。研究者离开后，另一

个人代替研究者（实际上是研究者的另一个助手）来发布命令。该助

手“命令”对每个错误回答增强一档电击，并且还有针对性地指导

“教师”。这种情况下有80%的“教师”完全拒绝服从。助手装作厌恶

这种违抗，并亲自坐在电击启动器前，试图代替“教师”实施电击。

这时，大多数不满的参与者发出了抗议。一些人还试图拔下启动器的



插头。一个高大的男子把助手从椅子里拽起来，并把他推出房间。参

与者对不正当权威的反叛与之前在研究者面前常常表现出来的恭顺和

礼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对护士的服从行为研究也可以证实这一点。医生要求并不认识的

护士给病人服用非常明显的过量药物（Hoffling & others，

1966）。研究者把这项实验讲给一群护士和学护理的学生听，问她们

会如何反应。几乎所有人都说自己不会服从命令。其中一人说她会这

样回答：“我很抱歉，先生，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我不会听从权威给

病人服任何药，尤其是过量的药品和我不熟悉的药品。当然如果条件

允许的话，我愿意去做，但是这不但违反医院的政策，也违背我的道

德标准。”然而，当22名护士在接到医生给病人过量服药的电话命令

后，只有一人例外，其余的护士毫不犹豫地服从了（直至在去病人的

路上被拦截为止）。虽然并非所有护士都如此顺从（Krackow &

Blass， 1995；Rank & Jacobson， 1977），但是，这些护士都是循

规蹈矩的：医生（正当的权威）命令，护士服从。

在奇怪的 “直肠耳朵疼” 的案例中，我们可明显看到个体对合

法权威的服从（Cohen & Davis， 1981）。医生要求给右耳感染的病

人耳朵里滴药。在处方上，医生把“滴入右耳”写成了“滴入直

肠”。看了医生的处方后，顺从的护士把指定数量的药液滴入了顺从

的病人的直肠里。

机构的权威性

如果权威的声望很重要，那么耶鲁大学的机构声望也可能使米尔

格拉姆的实验命令变得合法化了。在实验后的访谈中，许多参与者说

如果不是耶鲁大学的名声，他们坚决不会服从。为了考察真实情况，

米尔格拉姆把实验地点移到康涅狄格州的布里奇波特市。他在一座并

不豪华的商务大楼里成立了“布里奇波特研究会”。然后由同一批操



作人员来实施那项“学习者有心脏病”的实验，你猜完全服从的比例

是多少？虽然服从率（48%）仍然较高，但明显低于耶鲁大学的65%。

群体影响的释放效应

这些经典实验好像表明从众都是消极的。但是，从众也可以是积

极有效的。社会心理学家（Fiske， Harris & Cuddy， 2004）指出，

冲进世贸大厦熊熊大火中的消防员是“非常勇敢”的，但他们也只是

“部分地出于服从上级命令，部分地出于遵从极端的集体忠诚”。因

而，我们可以从从众的释放效应角度来考虑。也许你会回忆起，当你

面对不公正的教师，完全有理由指责他时，你还是犹豫了。后来同学

们接二连三地纷纷指出不公平的事实后，你也跟着他们一起指责起

来，这就是释放效应。米尔格拉姆也观察到了这种从众的释放效应。

他让“教师”和两个助手“教师”一起实验，两个助手“教师”都公

然反抗研究者，然后研究者命令那个真正的参与者（“教师”）一个

人继续下去。参与者会吗？不会。通过模仿反抗的助手，90%的参与者

释放了自己。

对经典研究的反思

对米尔格拉姆研究结果的普遍反应是大家意识到这与近代世界史

有异曲同工之处：纳粹德国的阿道夫·艾希曼辩解说：“我只是执行

了命令而已”；威廉·卡利中校在1968年指挥了一场大屠杀，在越南

米莱村杀死了数以百计的无辜平民后也是这样辩解；发生在伊拉克、

卢旺达、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种族大屠杀”也都这样辩解。

军方训练士兵服从上级。米莱大屠杀中的一位参与者回忆道：

[上校卡利]命令我开始射击。于是我就开始射击。我向人群发射

了四个弹夹的子弹……他们乞求着，“不要，不要。”母亲紧紧护着



孩子……我们一直不停地射击。他们挥动着手，乞求着。（Wallace，

1969）

服从实验中“安全”的科研环境，毕竟不同于战争。而且战争和

种族屠杀的大部分恶行和残暴程度远远超出了服从（Miller，

2004）。

服从实验就社会压力的强度而言也与其他从众实验不同；服从实

验的命令非常明确。没有强迫，人们不会残忍地行动。但是，阿施和

米尔格拉姆的实验也有共同之处。两者都表明对权威的服从可以战胜

道德。就强制人们违背自己的意愿而言，它们都成功了。这不仅仅是

学术课题，而且还提醒我们注意自己现实生活中的道德冲突。这两个

实验揭示并证实了某些为人熟知的社会心理学原理：行为与态度之间

的联系以及情境的力量。

行为和态度

我们在模块9中讲到，当外界的影响作用超过了内在的信仰时，态

度便无法决定行为。这些实验也生动地证实了这一点。当一个人单独

行动时，个体几乎总能做出正确的反应。而个体单独反对群体就是另

一码事了。

在服从实验中，强大的社会压力（研究者的命令）超越了力量较

弱的因素（远方受害者的抗争）。“教师”在受害者的抗争和研究者

的命令之间，在希望避免造成伤害和成为合格的参与者之间挣扎，绝

大多数人选择了服从。

为什么参与者无法摆脱自己？他们是如何陷入圈套的？想象一下

你作为“教师”参加另一个版本的米尔格拉姆实验，一个他从来没做

过的实验。假定当学习者第一次答错时，研究者要求你按330伏的按钮



快速电击他。在按了按钮后，你听到学习者发出的痛苦尖叫声，诉说

自己心脏不好，乞求怜悯。你会继续做下去吗？

我想不会。在我们将这个假设的实验与米尔格拉姆的参与者的经

历做比较时，请回忆一下人们一步一步陷入圈套的登门槛现象（模块

9）。米尔格拉姆实验中最初的惩罚是轻微的——15伏——并没有出现

抗议。“教师”也会同意继续做下去。当电击达到75伏，并听到学习

者第一次呻吟声时，他们已经顺从5次了。而接下来的一次，研究者只

要求“教师”实施比先前略微强一点的电击而已。在他们实施330伏电

击时，已经是第22次服从了，“教师”早已降低了认知不协调感。此

时，他们的心态与实验开始时的心态完全不同。个体外在的行为和内

在的心理倾向可以彼此影响互相促进，有时还会螺旋式上升。正如米

尔格拉姆所言（Milgram，1974， p.10）：

许多参与者严重地贬低受害者，就是为了“迫害”他。诸如“他

非常愚蠢和固执，就应该电击”的言论很多。一旦电击了学习者，

“教师”必然会认为他毫无价值，学习者的智力或性格缺陷是实施惩

罚的最好理由。

20世纪70年代初，希腊的军政府就是利用这种“谴责受害者”的

方法来训练拷问官（Haritos-Fatouros， 1988， 2002；Staub，

1989， 2003）。正如纳粹德国早期训练党卫军官一样，军方根据候选

者对权威的尊重和顺从来选择拷问官。但仅有这些特点还不能任命为

拷问官。于是军方就安排受训者去看守囚犯，接着参加搜捕队，然后

殴打囚犯，之后观看整个拷问过程，最后亲自动手拷问。就这样一步

步地把一个服从的但其他方面仍正常的个体逐渐变成施暴的机器。顺

从滋生了接纳。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欧文·斯托布（Ervin Staub）

是大屠杀的幸存者，他非常了解这种把公民转变为刽子手的力量。根



据对世界各地种族灭绝的研究，斯托布（Staub， 2003）揭示了屠杀

者的心理转变过程。屠杀者批评他人会引发轻视，轻视则会引发迫害

行为，而当迫害合理化后就会导致暴行，接着便是杀戮，然后是大规

模的屠杀。态度随着行动不断变化，又使行动合理化。据此，斯托布

得出了令人不安的结论：“人类竟能对屠杀他人的行为不以为然”

（Staub，1989， p.13）。

但人类还具有英雄主义的品质。在纳粹大屠杀期间，法国一个小

村庄（Le Chambon）保护了5 000名犹太和其他难民，他们本应流放押

往德国。村民绝大多数是新教徒，村里的权威人物牧师教导他们“无

论何时，只要敌人要求我们服从的命令有违福音书上的训诫，我们都

要反抗”（Rochat， 1993；Rochat & Modigliani， 1995）。纳粹政

府要他们交出犹太难民，村里的牧师树立了不服从的榜样：“我不知

道什么犹太人，我只知道人类。”不管战争有多可怕，他们从1940年

开始一直坚持最初的承诺，在信仰的支持下，在权威的支持下，在互

相支持下，一直对抗到1944年村子获得了解放。我们到处可以看到，

对纳粹统治的反抗通常在很早就已出现了。最初的助人行为强化了忠

诚态度，而忠诚导致了更多的助人行为。

情境的力量

在最近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实验中，大学生同样发现很难说出

挑衅他人的话语。让大学生假设自己要与3个人讨论，挑选其中一人到

荒岛去生活。研究者要求他们想象其中一位男生，说了3句与性有关的

话，例如，“我想岛上需要有更多的女人，以便使男人更满意。”大

学生对这种性暗示的话会怎样反应呢？只有5%的人估计自己会无视这

种言论，或者等待看看其他人的反应。但是，社会心理学家（Swim &

Hyers， 1999）研究发现，在学生讨论时让男助手说出这类话语时，

结果55%（而不是5%）的人没有提出批判言辞。同样地，尽管人们预测

自己看到别人有种族歧视的行为时会反感，比如在实验中避免与该种



族主义者为伍；但实际情况是，人们碰到这类事件通常无动于衷

（Kawakami & others， 2009）。这些实验证实了社会规范所具有的

压力，以及要预测行为，即使是我们自己的行为，也非常困难。

米尔格拉姆的实验也引发人们对恶行的思考。恶行有时由少数邪

恶的家伙所为，他们常常表现为悬念小说和恐怖电影里的冷血杀手形

象。现实世界我们能想到的有，希特勒对犹太人的种族屠杀，萨达姆

·侯赛因对库尔德人实施的种族灭绝以及奥萨玛·本·拉登所密谋的

恐怖事件等等。但是，恶行也会因社会因素而引发——就如同高温、

潮湿和病菌可能使整筐苹果变坏。美国军警在阿布格拉布监狱虐待伊

拉克囚犯的事件震惊了全世界，这些警察其实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他

们被前来救援的人们辱骂，因同伴的死而愤怒，回家的时间被无限制

地推迟以及处于松懈的管制之下——邪恶的情境产生邪恶的行为

（Fiske & others， 2004）。正如从众实验所示，社会情境有时会导

致普通人赞同谬误或屈从暴行。

就像在复杂的人类社会中常常发生的那样，当最可怕的暴行从一

系列的小恶行发展而来时，这一点显得尤其正确。德国公务员愿意处

理大屠杀的文件，这使纳粹领导非常惊讶。当然，他们并没有屠杀犹

太人；他们只是在做文书工作（Silver & Geller， 1978）。当大家

分散工作各司其职时，恶行似乎更易进行。米尔格拉姆对恶行的分隔

作用进行了研究，他让另外40个人间接地参与实验。他们只负责学习

测验，而其他人实施电击。结果发现40人里有37个人完全服从了。

日常生活也是如此，对恶行的听之任之常常会使之日积月累，尽

管我们并不是有意识地去作恶。拖延同样是对恶行的无意识放任，会

造成自我伤害（Sabini & Silver， 1982）。某个学生知道就要交期

末论文了，可他每次做论文时都分散注意力，一会儿玩视频游戏，一

会儿看电视节目，这看起来没有什么大危害。但是，渐渐地，这个学



生根本就无法完成论文了，他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实际上已经决定不

做该论文了。

人们可能认为，艾希曼和奥斯威辛死亡集中营的军官都是野蛮的

恶棍。实际上，他们的邪恶受到恶毒的反犹太主义宣传的鼓动。单凭

社会情境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在同一街区或死亡集中营中，有些人表现

出极端的残忍，也有人表现出英雄主义的仁慈。同样，纳粹军官站在

我们面前时，未必就像怪物一样恐怖。在一天辛苦的工作后，这些军

官会欣赏贝多芬和舒伯特的音乐来放松自己。参加1942年1月万塞会议

制定纳粹大屠杀最后方案的14个人中，有8个人曾获得欧洲大学博士学

位（Patterson， 1996）。像绝大多数纳粹分子一样，艾希曼表面上

和正常工作的普通人没什么两样（Arendt，  1963；Zillmer &

others， 1995）。9·11恐怖事件的主谋穆罕默德·阿塔，有报道说

他曾是一个“好孩子”，是良好家庭出身的优秀学生。9·11事件的第

20个嫌疑犯札卡里斯·穆索伊在申请学习飞行课程和购买刀具时，十

分有礼貌。他称呼妇女为“女士”。 据说第二架撞向世贸中心大楼飞

机的飞行员是一个和蔼可亲，生活悠闲的家伙，与撞向五角大楼的飞

行员非常相像，后者“聪明、友好而且非常有礼貌”。如果这样的人

住在我们隔壁，他们似乎与恶棍的形象根本不相符。他们也是“普

通”人（McDermott， 2005）。

米尔格拉姆（Milgram， 1974， p.6）说：“我们研究的最基本

的结论是，普通人即使心中并没有任何仇恨，只是做自己的本职工

作，也可以成为可怕的破坏活动的执行者。”正如美国儿童电视节目

《罗杰斯先生》常常提醒学前儿童那样：“好人有时也会做坏事。”

在邪恶力量的支配下，善良的人们有时也会堕落，他们会对不道德的

行为进行合理化的归因（Tsang， 2002）。所以，正是这些普通的士

兵最终会遵照命令枪杀手无寸铁的平民，普通雇员会遵从指示生产和

配送伪劣产品，普通的群队成员也会听从指令残忍地折磨新成员。



模块15 说服的两条路径

说服（persuasion）无处不在，比如说政治、市场营销、求偶行

为、亲子关系、谈判、传教和法庭判案等领域都可见说服的身影。社

会心理学家试图理解导致态度产生有效和持久变化的影响因素。哪些

因素会影响说服效果？而作为说服者，我们怎样才能有效地“教育”

别人？

假设你是某企业市场部或者广告部的经理；或者是一个传教士，

想在你的教区传播更多爱和仁慈的教义；或者你希望促进节能运动，

鼓励母乳喂养，或者帮助某个政治候选人做宣传。为了使你自己和你

所传达的信息更有说服力，你会怎样做？反过来，如果你不想受到这

些诉求的影响，你又会采取什么策略呢？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社会心理学家就像地质学家研究侵蚀一样研

究说服：运用简单和可控的实验来观察各种因素所起的作用。这些因

素的影响通常较小，但对不触及我们价值观的骑墙态度说服效果最好

（Johnson & Eagly， 1989；Petty & Krosnick， 1995）。不过这些

因素却使我们明白，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它们就能产生很大的影响作

用。

两条路径

在选择策略时，你首先要确定：你是应该更关注建立强有力的中

心论据呢？还是应该让你的信息通过与令人喜爱的外周线索相互联系

而更具吸引力呢？说服研究者佩蒂和卡西奥普（Petty & Cacioppo,

1986; Petty & others, 2005 ） 以 及 爱 格 莱 和 蔡 金 （ Eagly &

Chaiken, 1993）发现，通过这种中心或外周路径能使说服发挥作用。

当人们需要全面系统地考虑问题时，可能更多地使用中心路径说服



（central route to persuasion），即关注论据。如果信息成为强有

力的论据，就能产生说服效果。如果信息是无力的论据，思维缜密的

人就会很快注意到这些论据的不合理性，并对其进行反驳。

但是，有时论据是否有力并不重要。有时我们并没有在动机的驱

使下去仔细思考。如果我们受到干扰或对问题不感兴趣，或者是太

忙，可能不愿意花时间仔细推敲信息的内涵。此时，我们不会去考虑

论据是否可信，而会采用外周路径说服（peripheral route to

persuasion），即关注那些能令人不假思索就接受的外部线索，而不

会注意论据是否令人信服。精明的广告商会调整广告迎合消费者。他

们这样做有充分的理由。许多消费行为（比如购物时某个人自己决定

购买某个牌子的冰激凌）都是在未经思索的情况下发生的

（Dijksterhuis & others， 2005）。一些很细微的事情都可能影响

消费行为。比如喜欢德国音乐的人更可能购买德国酒，而另一些喜欢

法国音乐的人就可能购买法国酒（North & others， 1997）。户外广

告牌和电视广告（在消费者面前往往一闪而过）通常会使用视觉图像

作为外周线索。我们对食品、饮料、烟草和服饰等商品的看法往往是

基于感觉而非逻辑。这类商品的广告通常也都使用外周视觉线索。烟

草广告总是将香烟与美女及愉悦的形象联系在一起，而不会提供证据

支持人们吸烟。饮料广告也是如此，例如宣传“实物”时配上充满活

力的青年和快乐的北极熊形象。另一方面，对于杂志上刊登的计算机

广告（感兴趣的理性消费者会花一定的时间进行评价），计算机生产

商很少用好莱坞明星或者体育明星来做广告；相反，他们会向消费者

提供产品的竞争力特点以及价格信息。

以上两种说服路径（一种外显、反思，另一种则内隐、自发）可

以说是今日人类心智“双加工”模型的前兆。中心路径的加工通常能

迅速改变人们外显的态度。而外周路径的加工则较缓慢地建立内隐的



态度，它通过把态度目标和情绪反复关联而实现（Petty & Briňol，

2008）。

图15-1

说服的中心路径和外周路径。计算机广告商通常使用中心路径，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广

告的受众需要系统地比较各种产品之间性能和价格的差异。而饮料的广告商则使用外

周路径，他们仅仅是将自己的产品与魅力、愉快以及好心情联系在一起。中心路径的

加工过程更可能产生态度的持久改变。

我们没有时间仔细分析所有的问题，经常会采用外周路径，乐于

使用一些简单而具有启发性的经验法则，例如“相信专家”或者“长

信息更可信”（Chaiken& Maheswaran， 1994）。我居住的社区最近

要投票表决当地一所医院复杂的所有权问题。我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

亲自研究这个问题（我需要专心撰写这本书），而且我发现，那些投

赞成票的居民里既有我喜欢的人，也有专家。于是我便利用了简单的

启发性策略：朋友或者专家值得信赖，并据此投票。我们还会使用其



他一些启发性策略迅速做出判断：如果某个说服者表达清晰流利，富

有魅力，用意良善并且论据充分（如果这些论据出处不同效果更

好），我们通常会运用简单的外周路径，不假思索地接受这些观点

（图15-1）。

说服的要素

社会心理学家研究发现说服的主要要素包括以下四个部分：（1）

说服者；（2）说服内容；（3）说服渠道和（4）说服对象。换言之，

就是什么人用什么方法将什么信息传递给了谁？

谁在说？说服者

请想象以下的情境：美国人怀特年届中年，正在收看晚间新闻。

电视正在播放一小撮激进分子焚烧美国国旗，其中一人用扩音器高喊

道：“当政府变得越来越令人难以忍受的时候，人民有权改变它或者

废除它……这是人民的权利，也是人民的义务，让这样的政府见鬼去

吧！”怀特先生很窝火地对他妻子嘟囔道：“听这些人叫嚣这样的教

条真是令人恶心。”接下来电视上播放一名总统候选人在反税收集会

演讲中宣称：“节约应当成为我们政府开支的指导原则。每一位政府

工作人员都应当清醒地意识到腐败和浪费是非常严重的罪行。”怀特

先生对这一论断明显感到满意，他放松地笑道：“这才是我们需要的

判断力嘛，这才像是我们的人呢！”

现在改变一下场景。设想怀特先生是在7月4日纪念独立宣言的演

讲中听到这种“人民权利”的煽动性观点，同时还听到一位共和党议

员宣读节约政府开支的方案，他现在会有不同的反应吗？

社会心理学家发现信息的传达方会影响接受方对信息的接受。在

一项实验里，荷兰社会党和自由党的领袖在议会上用一样的话语表达



相同的观点，但结果每一方的论点都只对本党的成员最有影响力

（Wiegman， 1985）。不仅信息本身非常重要，说服者同样重要。那

么说服者的哪些特点会影响说服力呢？

可信度

众所周知，如果英国皇家科学院或者美国科学院提出锻炼身体的

建议，人们会觉得比小报可信得多。但是源于信息源的可信度

（credibility，可知觉到的专业性和可靠性）效应在数月之后就会消

退。如果某位可靠的人传达的信息有说服力，那么这种影响会随着对

信息源的淡忘或者信息源与信息自身的分离而消退。相形之下，那些

不太可靠的人的影响力则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增强（如果人们更好地

记住了信息内容而非令这些信息大打折扣的原因）（Cook & Flay，

1978；Gruder & others， 1978；Pratkanis & others， 1988）。这

种因人们遗忘信息源或者遗忘其与信息之间的关系而导致的延迟性说

服，就是睡眠者效应（sleeper effect）。

吸引力

大多数人都会否认体育和娱乐明星对某些产品的认可会影响自

己。我们都清楚明星们对自己所推荐的产品其实知之甚少。此外，我

们也并非偶然地偷听到詹妮佛·洛佩茨（Jennifer Lopez，美国最当

红的女歌星和电影明星——编者注）谈论服饰和香水——这类广告的

意图就是要说服我们。这类广告利用了有效说服者的另一个特征：吸

引力（attractiveness）。

我们可能认为自己不会受他人的吸引力或者个人喜好的影响，但

研究者发现了相反的结果。我们对于自己喜好的事物更可能做出回

应，那些慈善募捐、糖果销售和产品促销的组织者深知这一点。甚至

与他人短暂的谈话也足以增强我们对此人的喜好和对其影响的回应



（Burger & others， 2001）。个人喜好使我们敞开心扉，接受说服

者的论证（中心路径说服），或者后来我们见到那些产品能引发积极

的联想（外周路径说服）。

吸引力的表现途径众多。外表吸引就是其一。当长相俊美之人表

述某个论点（尤其是感情方面的论点）时，往往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 Chaiken ，  1979；Dion & Stein ，  1978；Pallak & others ，

1983）。

相似性也具有吸引力。正如模块26强调指出的，我们往往喜欢那

些与我们相似的人，我们也会受他们的影响。一场反吸烟运动成功地

利用了这一点，它通过广告突显青年偶像，质疑烟草公司的营销活动

及其危害性（Krisberg， 2004）。与我们行为相似或者不经意间模仿

我们姿势的人，对我们来说似乎更有影响力。因此，培训销售人员有

时要求他们“模仿顾客”：如果顾客的双臂或者双腿是交叉的，那你

也应该这么做；如果她微笑了，你也要向她微笑。

再来看另一个例子：美国马里兰大学心理学系的登布罗斯基教授

等人（Dembroski， Lasater，& Ramirez， 1978）给黑人中学生看一

段倡议牙齿护理的录像。第二天，当牙医评价他们的牙齿清洁度时，

发现观看黑人牙医录像（倡议时呈现过他们的面孔）的学生牙齿更为

清洁。通常来说，人们对来自自己所属群体的信息回应更好

（Knippenberg & Wilke， 1992；Wilder， 1990）。

说什么？信息内容

不仅说服者的自身特点会影响说服效果，说服的内容也同样重

要。如果你要说服他人为希望工程捐款、戒烟或者捐钱救济全球饥

荒，你可能很想知道怎样恰当地使用说服的中心路径。对于下列针锋

相对的问题，常识似乎都能支持：



● 纯逻辑的还是饱含情感的信息更有说服力？

● 相差无几的观点还是截然相反的观点更有说服力？

● 只表达己方的观点，还是先接受对方相反的观点然后再反驳？

● 如果双方人员同时在场，例如社区会议上人们需要依次发言，

那么先发言还

是后发言占优势呢？

我们将逐一讨论这些问题。

理智与情感

假设你要筹划一项救济全球饥荒的活动。最好的说服办法是逐项

列出论点并引用一大堆具体的统计数据，还是诉诸感情（例如讲述某

个忍饥挨饿的孩子的感人故事）？当然，辩论可以兼具理智与情感。

说服者可以把激情和逻辑结合起来。然而，哪一个更有影响力？是理

智还是情感？我们或许会问，谁的话更正确呢？是莎士比亚笔下的莱

桑德（《仲夏夜之梦》中的人物）说的：“人类的意愿受到理智的支

配”？还是查斯特菲尔德伯爵的忠告：“劝服别人时请专注于他们的

感觉、内心以及人性的弱点，但千万不要诉诸理智”？

答案取决于说服的对象。有良好教育背景或者善于分析思辨的人

更容易接受理性的说服（Cacioppo & others， 1983， 1996；

Hovland & others， 1949）。有思想和积极参与的说服对象会选择中

心路径，他们对具有逻辑性的论点回应最好。而不感兴趣的说服对象

则会选择外周路径，他们更可能受自己对说服者喜好的影响

（Chaiken， 1980；Petty & others， 1981）。



从美国总统大选前的访谈来看，很多选民的参与度并不高。选民

对候选人的情感反应与对候选人的特质和称职行为的了解相比，前者

更能预测投票倾向（Abelson & others， 1982）。

好心情效应

如果说服对象心情愉快，信息的说服力更强。耶鲁大学心理学教

授贾尼斯等人（Janis & others， 1965；Dabbs & Janis， 1965）发

现，如果耶鲁大学的学生在阅读信息的同时能吃花生、喝可乐，那么

更容易说服。类似地，肯特州立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加利佐和亨德里克

（Galizio & Hendrick， 1972）研究发现，有着轻松吉他伴奏的民歌

比无伴奏的民歌对学生的说服力更强。那些喜欢在轻音乐背景下的豪

华午餐上洽谈商务的人对此肯定深有体会。

好心情通常可以增强说服力，一方面好心情能促进个体积极地思

考，另一方面会把好心情与信息本身联系在一起（Petty & others，

1993）。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如果人们心情愉快，就会透过快乐

的“粉色眼镜”看世界。但他们会更匆忙、更冲动地做决定，更多地

依赖外周线索（Bodenhausen， 1993; Braverman，2005; Moons &

Mackie， 2007）。苦恼之人在做出反应之前会反复考虑，所以没有说

服力的论据很难左右他们。（他们还会产生更多强有力的说服信息

[Forgas，2007]。）因而，如果你的论证薄弱，你最好先给说服对象

创造出一种轻松愉快的气氛，希望他们对你的信息产生好感，而不会

仔细思索。

唤起恐惧效应

说服信息如果能引发说服对象的消极情绪反应，也有说服效果。

当我们试图说服人们减少吸烟、更勤快地刷牙、注射破伤风疫苗或者

小心驾驶的时候，呈现能唤起恐惧情绪的信息非常有说服力（de Hoog



& others， 2007; Muller & Johnson，1990）。给吸烟者展示吸烟的

可怕后果能增加说服力，正是基于这一事实，加拿大政府要求烟草厂

商在每包香烟上都要图示吸烟的危害（O'Hegarty & others，

2007;Peters & others， 2007; Stark & others， 2008）。但是，

说服信息唤醒的恐惧情绪以多大强度为宜呢？是否应该只唤醒一丁点

恐惧心理，以免人们因为太害怕而回避这些令人痛苦的信息？或者应

该让他们堕入黑暗的恐惧深渊？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利文

撒尔（Leventhal，1970）和亚拉巴马大学的心理学教授罗纳德·罗杰

斯等人（Robberson & Rogers， 1988）以及荷兰开放大学的心理学教

授霍格等人（de Hoog & others，2007）发现，通常情况下，人们的

恐惧程度越高，感觉越脆弱，说服效果越好。

激起说服对象的恐惧心理进行有效的说服，在呼吁人们戒烟、减

少危险的性行为以及警告酒驾的广告里都得到广泛的应用。法国巴黎

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利维—勒博耶（Levy-Leboyer， 1988）发现，激起

恐惧反应的图片可以有效地改变法国青少年对烈酒和饮酒行为的态

度，法国政府随即将这些吓人的图片加入了电视广告。

在一次有效的反吸烟宣传中，官方使用了生动的“事实”广告。

在一个广告中，货车在一个不知名的烟草公司门前停下，年轻人卸下

了1200个裹尸袋，占满了两个街区。身穿工服的烟草公司员工，好奇

地从上面的窗户往下观望，一名少年手拿喇叭大喊：“你知道烟草每

天杀死多少人吗？我们要把这些尸体留在这里给你看，让你知道1200

人是怎样死的”（Nicholson，2007）。然而，同时观看菲利普·莫里

斯公司（Philip Morris，世界第一大烟草公司，总部设在美国纽约）

强调理智的广告（广告告诫“理性思考，不要吸烟”）的人并不会因

此而少吸烟，而更生动、更尖锐的广告则能显著地减少吸烟行为

（Farrelly & others， 2002， 2008）。



唤起恐惧的信息还能使人们更多地进行体检，例如做乳房X光摄影

检查，对乳房和睾丸做自检，以及检查皮肤癌的早期症状。研究者

（Banks， Salovey，& others， 1995）让那些没有做过乳房X光检查

的40~66岁妇女观看一段乳房X光检查的录像。观看积极信息（强调做

乳房X光检查能帮助你及早发现疾病以挽救你的性命）的人，12个月内

只有一半的人做了乳房X光检查；而观看恐惧信息（强调不做乳房X光

检查会使你付出生命的代价）的人，12个月内有2/3的人做了乳房X光

检查。

人们之所以否认恐惧信息，是因为不知道怎样避免这种危险，恐

惧信息显得非常强大，无法抗拒（Leventhal， 1970；Rogers &

Mewborn， 1976）。因此，只有既让人们害怕威胁事件的严重性和可

能性，又让他们意识到解决之道并感到有能力实施，恐惧信息才更有

说服力（DeVos-Comby & Salovey， 2002；Maddux & Rogers，1983；

Ruiter & others，2001）。许多意在减少危险性行为的广告既使用

“艾滋病杀手”的口号唤醒人们的恐惧心理，又提出了预防办法：禁

欲，或者使用避孕套，或者保持性忠贞。

对谁说？听众

信息接受者同样非常重要。我们从信息接受者的年龄和思维习惯

两个特点来进行分析。

年龄与说服

2008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可以很明显地看出，麦凯恩更受年长的

选举人的喜欢，而奥巴马则受年轻选举人的青睐。人们的社会和政治

态度与自己的年龄有关。不同年龄的人往往持有不同的社会和政治态

度。社会心理学家对此提出两种解释。其一是生命周期解释：态度随

着人们的成长而逐渐改变（如变得更为保守）。其二是代际隔阂解



释：老年人的态度与其年轻时基本上没什么两样，但与当今年轻人的

态度不同，代沟由此而生。

目前大多数研究都支持代际隔阂理论。对年轻人和老年人长达数

年的多次访谈研究发现，老年人的态度变化通常比年轻人更小。正如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科学研究所的主任戴维·西尔斯

（Sears， 1979， 1986）所言，研究者“几乎一致地证实了代际隔阂

理论而非生命周期理论”。

然而，十几岁以及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正处于世界观形成的重要时

期（Koenig & others， 2008; Kronsnick & Alwin， 1989）。此时

的态度还能发生变化，但一旦形成后往往到中年期都一直保持稳定。

盖洛普公司对12万多人的访谈显示，在18岁时形成的政治态度——在

喜爱里根的时代偏好共和党；在不欢迎乔治·布什的时代偏好民主党

——会一直持续下去（Sliver， 2009）。

因此，应该指导年轻人慎重地选择影响自己的社会因素，如参加

的组织、浸染的媒体、扮演的角色等等。美国芝加哥大学知名的社会

学教授詹姆斯·戴维斯（Davis，2004）分析了美国民意研究中心

（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的档案，发现在20世纪60年

代，美国16岁的年轻人自此之后在政治上比平均水平更开明。正如树

的年轮多年之后会揭示干旱留下的痕迹一样，数十年之后的态度也可

以揭示当年的事件，如20世纪60年代的越南战争及人权运动，这些事

件塑造了青少年时期的思想。对许多人而言，这些年是态度和价值观

形成的关键时期。

青少年期和成年早期是世界观定型的重要时期，部分原因在于此

阶段的经历能给人留下深刻和持久的印象。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学教

授舒曼和斯科特（Schuman & Scott， 1989）要求人们说出半个世纪

以来一两件最重要的美国国内或国际事件，结果发现大部分人回忆的



内容都是自己二十来岁时所发生的事件。对于那些在16~24岁期间经历

过经济大萧条或二战的人来说，这些事件的影响大大超过了20世纪60

年代早期的人权运动与肯尼迪遇刺事件，60年代晚期的越南战争与成

功登月以及70年代的女权运动（人们如果在16~24岁时经历后面这些事

件同样会铭刻在心、永难磨灭）。因此，可以预测今天的年轻人会把

诸如“9·11”和伊拉克战争等事件视为世界历史的转折点。

这并不是说年纪大的人不会变通。研究者（Glenn， 1980，

1981）发现，大多数人在五六十岁时持有的性观念以及种族态度比三

四十岁时更开明。鉴于“性解放运动”始于20世纪60年代，并在70年

代成为主流，那些中年人显然也在与时俱进。很少有人能丝毫不受文

化规范变化的影响。而且，接近生命尽头的老年人态度可能再次变得

容易改变，这大概是由于自身态度的强度有所减弱所致（Visser &

Krosnick， 1998）。

慎思与说服

中心路径说服的关键并不在于信息本身，而在于能否激发说服对

象积极思考。人的大脑不是海绵，无法接受所有的信息。如果信息唤

醒了有利的想法，就能说服；反之，如果激起相反的观点，就无法说

服。

如果不想遭人反驳，请勿打草惊蛇引起对方警戒　什么情况会引

起说服对象的反驳呢？预先知道有人试图说服你，很容易激起你的反

驳之心。如果你不得不告诉家人你想退学，你很可能已经预料到他们

会劝说你继续完成学业。于是你可能早就准备好一系列的论据，来反

驳他们可能想到的所有理由。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弗里德曼教授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西尔

斯教授（Freedman & Sears， 1965）证实了在这种情况下试图说服人



们很困难。他们预先告诉一组加利福尼亚的高中生，说他们将会听到

一场演说：“为什么不准年轻人驾车”。结果发现这些事先告诫过的

学生并未改变原先的想法，而那些事先没有告诫过的学生则发生了改

变。在法庭上也是如此，辩护律师有时会在原告出示证据之前，预先

警示陪审团即将呈现的控诉证据。在模拟陪审中，这种“先声夺人”

抵消了证据的不利影响（Dolnik & others， 2003）。

分心会减少反驳　如果人们受到干扰而无暇反驳时，言语的说服

力 会 增 强 （ Festinger & Maccoby ，  1964；Keating & Brock ，

1974；Osterhouse & Brock，1970）。政治宣传通常会利用这种方

法。一方面，政治广告中的声音文字为候选人做宣传，另一方面，视

觉画面却吸引了我们大部分注意力，使我们无法仔细分析文字信息。

说服信息较为简单时，分心的效果尤为显著（Harkins & Petty，

1981；Regan & Cheng， 1973）。尽管有些时候，干扰会妨碍我们对

广告信息的加工。这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在暴力和色情的电视节

目中看到的广告往往记不住，也没有效果（Bushman， 2005，

2007）。

不太投入的说服对象会使用外周线索　前面分析了说服的两种路

径——系统思考的中心路径以及利用启发式线索的外周路径。中心路

径在分析论据及构思反应时有起止点，就如穿越城区的干道；而外周

路径则载着人们直达目的地，就如环城的高速公路。善于思考的人表

现出强烈的认知需求，喜欢仔细思考并偏好中心路径（Cacioppo &

others，1996）。而喜欢节省脑力资源的人则表现出较低的认知需

求，通常对于外周线索反应较快，比如说服者的吸引力以及周围环境

的舒适度，等等。

根据这一简单的理论（我们面对信息所产生的想法至关重要），

可以提出许多预测。如果我们积极性很高并且有能力思索时，尤其如

此。大部分预测都得到了研究者（Axsom & others， 1987；Haddock



& others， 2008; Harkins & Petty，1987）的证实。许多实验研究

考察了激发人们思考的方法：

● 使用反问句。

● 使用多个演说者（例如让3个演说者各自叙述同一个观点，而

不是由一个演说者说3次）。

● 使人们感到自己有责任传递和评价信息。

● 重复信息。

● 吸引人们集中注意力。

他们使用这些方法得出的一致结论是：激发思考可以使有说服力

的信息更具说服力，并且（由于反驳的影响）使无说服力的信息更令

人怀疑。

该理论也具有现实意义。有效的说服者不仅应该注重自己的形象

以及所传达的信息，还应该注重说服对象可能会出现的反应。最好的

教师总是能够鼓励学生积极思考。他们会以反问的方式提出问题，举

出引人入胜的范例，还会用难题挑战学生。所有这些方法都可能使信

息沿着中心路径来达到说服的目的。当课堂教学不太吸引人时，你可

以建立中心路径的说服。如果你仔细思考教学材料并深入剖析论据，

你很可能会把那门课教得更好。

1980年，在美国总统竞选的最后几天里，双方势均力敌，里根成

功地使用了反问句，激发选民思考他提出的问题。他在总统竞选辩论

的总结性陈词里，以两个强有力的反问句开头，并且在剩下一周的竞

选过程中经常反复地提到这些问题：“你们是不是比四年前更富有

呢？你们在商店里购物时是不是比四年前更轻松呢？”许多人给出了



否定答案，然后里根大获全胜，其中有一部分功劳来自于他引导人们

选择了说服的中心路径。

心理治疗中的两条说服路径

在咨询和心理治疗当中，说服具有极具建设性的应用。社会咨询

心理学家斯特朗（Strong， 1978， p.101) 将其归于“应用社会心理

学的分支领域”。到了20世纪90年代，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已经接受

“社会影响以及对他人的影响是心理治疗的核心”这一观点。

对心理疗法影响的早期分析，集中于治疗师怎样成为可靠的专

家、树立可信任的形象，以及他们的可信度怎样提升他们的影响

（Strong， 1968）。更多的近期分析更关注治疗师与来访者之间的互

动关系如何影响来访者的思维，而不仅仅是关注治疗师（Cacioppo &

others ，  1991；McNeill & Stoltenberg ，  1988；Neimeyer&

others， 1991）。非本质的因素，例如治疗师的可信度，可能会让人

产生这样的想法：治疗师的想法引导着来访者的想法。但是考虑周到

的中心疗法能提供最持久的态度和行为的改变。因此，治疗师的目的

不是要引出一位来访者对专家判断表面上的同意，而是要改变来访者

自己的思维模式。

幸运的是，参加治疗的大部分来访者都想采取这种中心疗法，在

治疗师的指导下深入地思考他们的问题。治疗师的任务只是提供意

见，并提出适当的问题来引导积极有效的想法。治疗师的意见并不比

他们让来访者产生的想法更重要。治疗师需要将事物用来访者能听懂

的方式得到其同意，而不是用引起争辩的方式来说明，并允许来访者

有时间有余地做出反应。例如，“你对我刚才所说的怎么看？” 这样

的问题才能够引起来访者的思考。



希萨克（Heesacker， 1989）用一名35岁的男研究生戴夫的例子

来说明这一问题。戴夫否认他存在潜在的药物滥用问题。咨询师了解

到，戴夫是个喜欢有力证据的聪明人，于是试图说服他接受诊疗，参

加一个治疗支持团体。咨询师说：“好，如果我的诊断是错误的，我

愿意更改它。但是让我们来看看药物滥用者的所有特征，以此来检验

我诊断的准确性。”咨询师然后慢慢地检查每一项标准，并给戴夫时

间去思考每一项标准。当这一切结束时，戴夫一下子靠到椅子上，喊

道：“我不敢相信，我是一个该死的酒鬼。”

在哲学家帕斯卡尔1620年的《思想录》中，他就已经预见了这一

原理：“人们通常对于自己发现的道理，比由别人发现的更加深信不

疑。”这是一条值得铭记于心的原理。

模块16 教化与免疫

约瑟夫·戈培尔在1933~1945年间担任德国“大众启蒙”导师和宣

传部长，他深刻地意识到了说服的力量。他曾经承诺，只要让他控制

出版物、广播节目、电影和艺术，他就能够说服德国人接受纳粹思想

和反犹太主义。另一名纳粹分子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出版了一份名

为《先锋报》的反犹太周报，发行量达到50万份；这份报纸也是他的

密友希特勒惟一一份从头到尾阅读的报纸。施特莱歇尔同时也出版反

犹太的儿童读物，并且和戈培尔一起在那些宣传纳粹思想的大众集会

上发表演讲。

那么，戈培尔、施特莱歇尔和其他一些鼓吹种族歧视的纳粹分子

的收效如何呢？是否正如盟军在纽伦堡审判施特赖歇尔时所断言的那

样，给成千上万人的大脑里注入了毒药呢（Bytwerk， 1976）？



虽然大部分德国人并没有听信纳粹分子的蛊惑而疯狂地仇恨犹太

人，但的确有很多人动摇了。其中一部分人赞成反犹太措施，比如焚

烧犹太教授的住宅，抵制犹太人运营的公司，把犹太人送进集中营。

其余大部分人的态度要么变得犹豫不决，要么被迫参与了这场大规模

的种族屠杀，或者至少默认了它的发生。如果没有数百万人的同谋，

这场大屠杀或许根本就不会发生（Goldhagen， 1996）。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03）就伊拉克战争做了

一项名为“美国人与西欧人的分歧”的调查研究，恰好证实了说服的

巨大力量。举例来说，战争前夕开展的调查显示，美国人支持与反对

战争的比例为2:1，而欧洲人则刚好相反（Burkholder， 2003；

Moore， 2003；Pew， 2003）。而战争爆发以后，美国人支持与反对

战争的人数之比超过了3:1（Newport & others， 2003）。除了以色

列，参与调查的所有西方国家都反对这场战争。

且不说发动这场战争是否明智，这留给历史来评判；但我们可以

确信的一点是，美国人与其西方兄弟国家间的巨大分歧表明说服正在

发挥作用。什么原因说服了美国人支持这场战争呢？又是什么原因说

服了其他地方的人反对战争呢？

美国媒体上的说服信息正在（至少部分地）影响美国人的态度，

导致一半的美国人相信萨达姆直接参与了9·11袭击，并且让4/5的人

错误地认为在伊拉克会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Duffy， 2003；

Gallup， 2003；Newport & others，2003）。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社

会学家詹姆斯·戴维森·亨特（Hunter， 2002）指出文化塑造是自上

而下发生作用的，社会精英控制着信息和观念的传播。因此，美国人

和其他国家的人所看到的伊拉克战争是不同的（della Cava， 2003；

Friedman， 2003；Goldsmith， 2003；Krugman， 2003；Tomorrow，

2003）。根据你的居住地和能接触到的媒体，你可能会听到“美国解

放伊拉克”或者“美国入侵伊拉克”。



许多美国人认为，其他国家的媒体带有普遍的反美偏见，并且无

视萨达姆的威胁。但是对于其他国家的人来说，美国媒体有着支持军

方“根深蒂固的”偏见。如果不考虑哪方存有偏见或者哪种观点更正

确，似乎有一点是很清楚的：由于人们的居住地不同，所以他们所接

受（讨论和相信）的信息并不一样。说服的确起作用。

通过说服还可以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报告

显示，美国人的吸烟率已经下降到21%，仅为40年前的一半，这部分地

得益于宣传健康运动的兴起。加拿大统计报告显示，加拿大的吸烟率

也存在同样的下降趋势。同时，美国大学新生的戒酒率有所提高——

从1981年的25%增加到2007年的41%（Prypr & others， 2007）。

请看下面经典的例子：30年来，阿尔·戈尔（美国政治人物，曾

于1993年至2001年在比尔·克林顿执政时担任美国第四十五任副总

统。由于在环球气候变化与环境问题上的贡献受到国际社会的肯定，

因而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共同获得2007年度诺贝尔和平奖。

——编者注）一直寻求解释公众“不愿面对的真相”。人类排放大量

的二氧化碳进入大气中，正威胁着自己的未来。他报告说，越来越多

的科学研究一致表明，温室气体将导致气候变暖，冰盖融化，海平面

上升，极端天气多发和数以百万计的死亡。通过他的旅游节目（以及

衍生的电影、图书、七大洲即时地球演唱会）和“气候保护联盟”，

戈尔想要达成的目标完全就像詹姆斯·特劳布（Traub， 2007）所说

的“说服大众的项目”。戈尔向特劳布解释说：“最核心的挑战是扩

张目前政治可能性的极限，今天还视为可行的外部边界，距离真正解

决这场危机的边界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尽管如此，由于不断增多

的证据和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识，他预计公众舆论会有突然的“非线

性”转变。

戈尔的大众说服代表团、气候保护联盟和其他类似的大众说服任

务是一种精神教育，抑或是一种灌输？



极端教化

1997年3月22日，马修·阿普尔怀特以及他的37名信徒认定，摆脱

自己那仅仅是“臭皮囊”的身体，搭乘紧随哈雷彗星之后的飞碟通往

天堂之门的时刻到了。他们将安眠药掺在布丁或苹果酱里，用伏特加

酒冲服来使自己入睡，并用塑料袋绑住头部，以便自己能够在睡眠中

窒息。同一天，在加拿大一个叫圣卡西米尔的法裔人村庄里，一栋农

舍发生爆炸，5人死亡。这些人是散布在加拿大、瑞士和法国的74名太

阳神教徒中的最后几位。这些人都希望自己能搭乘飞碟前往9光年以外

的天狼星。

许多人都会问：是什么原因使得人们放弃了以往的信仰，而加入

这一禁锢精神的群体呢？这种诡异行为是因为他们奇特的人格呢，还

是体现了社会影响以及说服作用的正常动态变化？

请牢记以下两点。首先，我们只能做事后分析，只是事后使用说

服原理进行分析归类，以此来解释那些稀奇古怪同时也令人担忧的社

会现象。其次，解释人们信仰某些事物的原因并不能推论出这种信仰

的正确性。这在逻辑上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宗教心理学可能会告

诉我们，为什么有神论者相信上帝而无神论者却不相信上帝，但是它

不能告诉我们哪一方是正确的。对任何一种信仰作出解释并非是为其

辩护。所以，如果有人试图对你的信仰提出质疑并说道：“你相信那

个是因为……”，你可能会想到大主教坦普尔对一位挑衅者的答复。

那人说：“那么，当然，大主教，问题是你相信自己的宗教是因为你

的生长方式。”大主教答道：“这也有可能。但是，你认为我信仰宗

教是因为我的生长方式，你有这样的想法也有可能因为你的生长方

式。”



在最近的几十年里，一些邪教组织（cults）——有些社会学家更

愿意称其为“新宗教运动”——已经引起了公众注意：文鲜明（Sun

Myung Moon）的统一教团，琼斯（Jim Jones）的人民圣殿教，科瑞什

（David Koresh）的大卫分支教以及阿普尔怀特（Applewhite）的天

堂之门。

文鲜明将基督教以及对他自己的赞颂混在一起成为一个新的弥赛

亚（Messiah，出自圣经，意指受上帝指派来凡间拯救世人的救世主。

——译者注），在世界范围内吸引了众多追随者。文鲜明宣称：“我

的愿望就是你的愿望。”许多人对此积极响应，把全部财产以及身家

性命都献给了统一教团。

1978年在圭亚那，914名从旧金山追随而来的琼斯信徒，遵照他的

命令，集体服下了掺有镇静剂、止痛剂以及致命氰化物的葡萄汁自杀

身亡，全世界为之震惊。

1993年，高中辍学的科瑞什利用他记忆经文的超强能力以及催眠

天赋，控制了一个叫做大卫分支教的教派。一段时间之后，教派成员

们慢慢交出了自己的银行存款以及财产。科瑞什还说服男教徒应过独

身生活，而他却和他们的妻子及女儿上床，并且使他的19名“妻子”

相信她们应当为他生儿育女。在一场枪战中，6名教派成员和4名联邦

警员遇难，之后他们遭到了围攻。科瑞什告诉他的追随者说他们不久

就会死去，并且和他一起直接升上天堂。联邦警员们用坦克撞击该建

筑物，喷射催泪瓦斯，但进攻结束时，还是有86人在大火中丧生，建

筑物也被摧毁。

阿普尔怀特本没有多高的性兴趣。由于和学生发生同性恋行为而

两次丢掉音乐教师的工作之后，他和另外17名与他一起自杀的天堂之

门成员中的7名，通过阉割来追求一种无性的宗教虔诚（Chua-Eoan，

1997；Gardner， 1997）。1971年，在一所精神病院里，阿普尔怀特



和护士同时也是宇航爱好者的内特尔斯相识，内特尔斯向热切而具有

感召力的阿普尔怀特指出了通往“下一个层次”的途径。通过满怀激

情的鼓吹说教，他说服他的追随者们与家庭断绝关系、禁止性生活、

停止使用药物并散尽个人钱财，并承诺用宇宙飞船拯救他们。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什么原因让这些人如此俯首帖耳？我

们能归咎于受害者的性格特质吗？他们是容易上当的傻瓜或是呆头鹅

吗？或者那些我们熟悉的从众、顺从、失调、说服以及群体影响的原

理也可以用来解释他们的行为——把他们放在和我们相同的层面上，

这些影响因素同样会塑造我们的行为，只不过我们未遇见而已？

态度依从行为

正如模块9反复提到的一点，人们通常会内化那些自主、公开和反

复做出的承诺。邪教的领导者们似乎深谙此道。

顺从导致了接纳

刚加入邪教的人很快便会认识到成员身份并非无足轻重。他们很

快就会被塑造成为组织内的活跃分子。邪教组织里的典礼仪式以及公

开的游说和筹款，可以强化那些新成员对成员身份的认同感。在一些

社会心理学实验中，人们逐渐相信那些他们亲眼所见的事情（Aronson

& Mills， 1959；Gerard & Mathewson， 1966），所以，新成员也会

成为邪教忠实的拥护者。成员越忠诚，就越想去证实这一点。

登门槛现象

我们是怎样受人诱骗以至于做出如此剧变的人生承诺？人们很少

会突然、有意识地下决定。我们通常不会立即决定说：“我要和主流

宗教决裂，加入邪教。”而那些邪教的征募者也不会在大街上碰到人

就说：“嗨！我是统一教团的成员，你愿意加入我们吗？”相反，他



们的征募策略恰恰利用了登门槛技巧。统一教团的征募者会请人们吃

饭，并且度过一个充满温馨友情的周末，共同谈论生活的哲学。周末

结束时，他们会邀请那些参与者和他们一起唱歌、活动和讨论。然

后，力劝那些有可能入会的人参加长期训练性的宗教娱乐。最后，那

些活动逐渐变得越来越艰巨：恳求捐献财物以及试图招募新成员。

一旦加入邪教后，教徒们开始会发现财物的捐献是自愿的，之后

就会变成强制要求。琼斯最初要求信徒捐出10%的收入，不久便涨为

25%。最后，他要求信徒上交他们的所有财产。工作量同样也变得越来

越多，劳神费力。曾是邪教成员的斯道恩回忆了这段渐变的过程：

任何事情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这就是琼斯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所

在。你会慢慢地放弃一些东西，同时要忍受的事物也越来越多，但这

些都是一步一步进行的。那是很奇妙的一种感觉，因为你可能偶尔会

坐起来感慨道：哇，原来我可以放弃这么多东西！我确实忍受了许

多。但是这种节奏如此缓慢，以至于让你觉得既然已经做了这么多

了，再多做一点又何妨呢？（Conway & Siegelman， 1979， p.236）

说服的因素

我们用在模块15中讨论过的说服的四个因素来分析邪教的说服过

程：谁（说服者）对谁（说服对象）说了什么（说服内容）？

说服者

成功的邪教群体肯定有一个魅力超凡的领导者，可以吸引和支配

追随者。就像说服实验那样，可信的说服者在教徒心中是专家和值得

信赖的人，例如统一教团的“教父”文鲜明。

琼斯运用“读心术”来建立自己的信誉。新成员在进入教堂进行

宣誓之前必须首先确认其个人信息。这时他的助手会立刻给那人的家



里打电话说：“你好！我们正在做一项调查，想问你几个问题。” 一

个曾是其成员的人回忆说，宣誓时，琼斯会叫出那人的名字，并且

说：

你以前见过我吗？嗯，你住在某某地方，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多

少。在你的卧室里放着什么东西，然后，你家的沙发上放着那样一个

枕头……现在你能记起我曾经到过你家吗？（Conway & Siegelman，

1979， p. 234）

轻信也会影响说服效果。邪教研究专家辛格（Singer， 1979）注

意到，中产阶级的白人青年更容易被说服，因为他们容易轻信他人。

他们缺少草根青年的那种“街头智慧”（知道怎么抗拒推销的诱

惑），以及上等阶层青年的戒备（从小就警惕绑架者）。许多邪教成

员都是被他们自己信任的人（朋友或亲戚）拉入伙的（Stark &

Bainbridge， 1980）。

说服信息

生动、感性的信息以及群体给那些孤独和忧郁的人所带来的温暖

和包容，都是极具吸引力的：相信大师，加入我们的大家庭；我们有

答案，唯一的救赎之道。这些信息通过演讲、小组讨论以及直接的社

会压力等各种各样的渠道不断在耳边回响。

说服对象

邪教的新成员通常都很年轻，不到25岁，处在思想相对开放的时

期，其态度和价值观都还不十分稳定。其中有些人，就像琼斯的追随

者，受教育程度比较低，喜欢简单易懂的信息，不善于争辩。但是大

多数信众是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他们被理想观念冲昏了头，以致对

那些自称无私实则贪婪、貌似关心他人实则冷漠无情的人服服帖帖，

而没能看出其中的矛盾。



加入邪教的人通常正处于人生的转折点，或者面临个人危机、外

出度假或是远离家乡独自生活。他们有某种需要，而邪教徒们恰好给

他们的疑惑指出了答案（ Singer ，  1979；Lofland & Stark ，

1965）。梅德在她的T恤衫商店倒闭后加入了天堂之门。摩尔在19岁时

入会，那时他刚刚高中毕业，正在寻找人生方向。社会和经济的剧

变，似乎给那些能对困境做出超简单解释的人提供了蛊惑人心的契机

（O'Dea， 1968；Sales， 1972）。

同样地，在中东地区（以及诸如巴厘岛、马德里、伦敦等），大

多数携带自杀炸弹的人都处在青春期和成年期的过渡阶段。正如邪教

新成员一样，他们处在那些权威的、有宗教导向的说服者的影响之

下。蛊惑的声音不断向他们灌输这样的思想：把自己作为“活生生的

殉道者”，自我毁灭的瞬间即是他们通往英雄主义和天赐之福的大

门。为了克服求生的意愿，每个成员都要做出公开承诺：留下遗嘱，

写下告别信，拍摄告别录像。所有这一切，使人产生了一种有去无回

的心理暗示（Kruglanski & Zavala， 2005）。这通常发生在相对孤

立的小团体中，群体影响会煽动对敌人的憎恨之情。

群体效应

邪教也证明了下一模块的主题：群体具有塑造其成员观点和行为

的力量。邪教组织通常会将成员与其先前的社会支持系统分离，同时

也避免他们和其他异教成员相互接触。这样可能会出现一种“社会内

爆”的现象：外部联系逐渐减弱，直到群体的社会性作用完全指向群

体内部，每一个人都只和群体成员联系（Stark & Bainbridge，

1980）。一旦与家人和朋友失去了联系，他们就无法进行反驳。这

时，群体会向他们提供认同感并且混淆事实。由于邪教反对或惩罚不

一致的声音，所以表面上的意见统一显然有助于消除任何些许的怀

疑。另外，压力以及情绪的唤醒往往会缩小人们的注意范围，使人们



“更容易接受那些毫无根据的观点，顺从社会压力，并倾向于诋毁本

组织之外的人”（Baron， 2000）。

阿普尔怀特和内特尔斯最初起家的时候只有两个人，他们互相强

化彼此异常的想法——这种现象被精神病学家称为“两个人的精神错

乱”。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群体的社会孤立更强化了这种荒谬的

想法。正如网络共谋理论所示，虚拟组织同样可以滋生偏执和妄想。

天堂之门就擅长于在网络上进行征募。

然而，这些方法（增强行为的忠诚度、说服以及群体孤立）的力

量并不是无限的。统一教团成功招募进来的成员还不到旁观其活动人

数的十分之一（Ennis & Verrilli， 1989）。大多数曾加入天堂之门

的人在那个灾难日之前就离开该组织了。科瑞什会综合使用说服、胁

迫以及暴力来维持统治。随着琼斯的要求越来越苛刻，他自己也不得

不更多地利用胁迫来控制信众。他对那些逃离的成员实施伤害性恐

吓，打击不顺从的成员，还会为了压制不顺从的成员而使用药物。最

终，在施加精神控制的同时，他也滥用成瘾性物质的力量。

邪教施加影响的方法在某些方面和我们所熟悉的群体影响方法很

相似。兄弟会和妇女联谊会的成员报告说，邪教对潜在的入会者最初

“爱的轰炸”和他们的“招新”时期并没有什么两样。成员们有意滥

用各种入会仪式来使新会员感觉良好。在入会阶段，由于邪教切断了

新成员与他们没有入会的老朋友的联系，所以他们往往会觉得自己孤

立无援。他们就会花时间来研究新群体的历史和规则。他们为新群体

的利益而投入自己的时间，并遵从群体的一切要求。结果就变成了忠

心耿耿的新成员。

这与那些帮助药物和酒精上瘾者康复的治疗群体很是相似。狂热

的自助组织会形成一个具有很强凝聚力的“社会茧子”，有极端激进



的思想，并且对成员的行为施加深刻的影响（Galanter， 1989，

1990）。

我之所以选择兄弟会、妇女联合会、自助组织以及心理治疗为

例，并不是为了诋毁它们，而是要证实最后两个观点。首先，如果我

们把“新宗教运动”归因于领导者的神秘力量或者其追随者罕见的软

弱性，那么我们会误认为自己可以抵制这种社会控制技术。事实上，

我们自己所在的群体——以及那些数不清的政治领导人、教育工作者

以及其他的说服者们——已经在我们身上成功地运用了这些策略。教

育与蛊惑、启蒙与洗脑、转变与胁迫以及心理治疗与精神控制之间的

界限并非泾渭分明。

其次，琼斯以及其他邪教领导者滥用说服这一事实并不能说明说

服的本质是邪恶的。核反应的能量既可以用于发电，给我们带来光

明，又可以摧毁我们的城市。性的力量既可以让我们尽情表达和赞颂

已经承诺的爱情，又可以让人们为了满足私欲而伤害别人。说服的力

量让我们能够去启发或欺骗他人。了解了说服可以用于作恶后，这警

示我们，作为科学家和普通公民，都应该抵制将说服用于不道德的行

为。但是，说服本身并没有本质的善恶优劣之分，其作用是建设性的

还是毁灭性的取决于我们运用的目的和方法。因为说服有时具有欺骗

性而去谴责说服就像因噎废食一样。

抵制说服：态度免疫

在深入分析了“说服武器”之后，我们再来考虑一些抵制说服影

响的策略。我们如何才能抵制令人生厌的说服呢？

借助于逻辑推理，了解充分的信息，有意识地主动思考，我们确

实可以抵制谬误和谎言。如果在信任光环的笼罩下，维修工人的制服

和医生的头衔迫使我们无条件地赞成，那么我们可以反思一下自己对



权威的习惯性反应。在投入时间和钱财之前我们可以先搜寻更多的信

息。我们可以对那些不明白的事情提出质疑。

加强个人承诺

有另一种抵制压力的方法：在别人进行判断之前，先对自己的立

场做出公开表态（事前承诺）。公开站在自己信念的一边之后，你就

不太容易再受到别人观点的影响（或者我们应该说，不那么“变通”

了）。

挑战信念

怎样可以使人们对某些观点深信不疑呢？美国密苏里大学的心理

学家基斯勒（Kiesler， 1971）通过实验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方法：温

和地攻击他们的立场。基斯勒发现，已经信任某种观点的人受到攻击

时会促使他们发起反击，但是在攻击强度还不能完全驳倒他们时，他

们会变得更为投入和坚定。基斯勒解释说：“当你对那些笃信不疑的

人们发起攻击而攻击的强度又不那么强烈时，你会激发他们采取更为

极端的行为来维护其信念。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们的笃信程度会逐

渐加强，因为与他们信念一致的行为数量增加了。”（Kiesler，

p.88）你可能会回忆起辩论赛中的情境，随着辩论双方的争论越来越

激烈，双方的观点也会越来越走向极端。

引发反驳

温和的攻击能够引起说服对象的抵抗，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像

注射疫苗以抵御疾病那样，再薄弱的观点也会引发反驳，这就能为更

强烈的反击做好准备。耶鲁大学心理学教授麦圭尔（McGuire，

1964）在一系列的实验中证实了这一点。麦圭尔想知道：我们是否可

以像注射疫苗抵制病毒一样，使人们对说服具有免疫力？是否存在类

似态度免疫（attitude inoculation）这样的东西？我们是否能够让



人们在一种“无菌的意识形态环境”中成长——人们所持的观点不会

受到任何质疑——然后激起他们的精神防御？或者给他们提供反驳该

信念的少许资料，这是否可以让他们日后具备抵御说服的能力？

这正是麦圭尔所做的。首先，他收集了一些众所周知的常识，例

如“尽可能在每天餐后刷牙是明智之举”等。随后，他发现当该信条

遇到大量具有一定可信度的攻击时，人们较容易受其影响（例如，一

位声望很高的权威人士说，刷牙次数过多可能会破坏牙龈）。但是，

假如在他们的信条被攻击之前，先让他们接受对于该信念的一个小小

挑战作为“预防针”，并且让他们读或写一篇关于驳斥这种轻微攻击

观点的文章，那么他们抵制更强烈攻击的能力就会有所增强。

不过，还请读者牢记，有效的免疫必须激起我们的防御，但又不

至于摧毁我们的防御系统。后续实验表明，如果人们已经产生了抵

制，但却觉得自己做得很差劲（反驳苍白无力），他们的态度就会被

削弱，更有可能受到后面说服的影响（Tormala & others， 2006）。

抵制说服还会消耗个体自我控制系统的能量。因而，抵制之后不久，

我们就可能变得筋疲力尽，而更容易受说服的影响，这可能是因为疲

劳或其他自我控制的努力（如节食）削弱了我们的态度（Burkley，

2008）。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说服研究专家西奥迪尼（Cialdini，

2003）及其同事赞同适当的反驳是抵制说服的绝佳方法，但是他们想

知道个体在对竞争对手的广告做出回应时，如何才能进行有效的反

驳。他们建议说，答案就是进行“有毒寄生者”式的反驳，也就是将

毒药（强有力的反驳）与寄生者（看到对手广告时能唤起对方观点的

提取线索）结合起来。他们的研究发现，如果参与者事先看到了附在

熟悉政治广告上的反驳信息，那么他们很难被这个广告说服。因此再

次观看这一广告同样会让人们想起尖锐的反驳信息。举例来说，反吸

烟的广告有效地利用了这一点，它们对“万宝路男人”广告进行了二



次创新，同样是在条件恶劣的野外场景中，但是其中的牛仔却衰老不

堪，并且不停地咳嗽。

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免疫工程

让孩子具有抵制同伴吸烟压力的免疫力

德克萨斯大学公共卫生专家麦卡利斯特（McAlister， 1980）率

领的研究小组给中学七年级学生“注射”预防同伴吸烟压力的“疫

苗”。他们教育那些七年级学生对吸烟广告做出这样的反应：就如暗

示女性戒烟的广告，教导说：“假如她无法摆脱香烟，就不能算真正

地获得了解放。”学生们还进行角色扮演游戏，如果不吸烟就会被同

伴叫做“小鸡”；他们会这样回答：“假如吸烟只是为了给你留下什

么印象的话，我倒宁愿自己真的是一只小鸡。”对七年级和八年级的

学生一直持续进行若干次这样的活动，那些打过“疫苗”的学生吸烟

的比率只有另外一所中学的一半，而两所学校学生家长的吸烟率一样

（如图16-1）。



图16-1

态度免疫对儿童吸烟行为的影响。“注射过疫苗”的中学里，吸烟学生的百分比远远

低于采用一般吸烟教育方法的匹配控制组学校。资料来源：Data fromMcAlister &

others, 1980; Telch & others, 1981.

其他一些研究小组也证实了这种预防程序——当然有时需要其他

生活技能的训练作为补充——能够减少青少年吸烟（Botvin &

others， 1995， 2008；Evans & others， 1984；Flay & others，

1985）。大多数新研究都强调抵制社会压力的策略。其中一项研究是

给6~8年级的学生们放映抵制吸烟的电影，或者提供戒烟的信息同时参

加拒绝吸烟的角色扮演活动（Hirschman & Leventhal，1989）。一年

半之后，观看反吸烟电影的学生有31%的人开始吸烟。而参加角色扮演

的学生只有19%的人开始吸烟。



戒烟以及反毒品教育工程也采用了其他的说服原理。请有吸引力

的同龄人进行宣讲，唤醒学生们自身的认识过程（“有些事是需要你

思考一番的”），要求学生作出公开承诺（做出一个有关吸烟的理性

决策，并且连同自己的推理过程，在全班同学面前公布）。这些预防

吸烟的说服计划中，有些只需要2~6个小时的上课时间，仅仅使用准备

好的印刷材料或录像资料即可。如今，任何希望通过社会心理学的方

法来防止青少年吸烟的学校或教师都能够做到这一点，简单易行，成

本较低，并且有望减少青少年未来的吸烟率和降低有关的健康费用。

给孩子免疫以抵制广告的诱惑

瑞典、意大利、希腊、比利时、丹麦和爱尔兰都严格限制针对儿

童的广告，而且欧洲其他国家一直都在讨论是否要采取相同的措施

（McGuire， 2002）。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莱文教授曾在《说服

的力量：我们如何买进卖出》一书中指出，一个普通的美国儿童每年

要看1万多条商业广告。他说：“20年前，孩子们喝的牛奶是汽水的两

倍。正是拜广告所赐，这个比例现在颠倒过来了”（2003，p.16）。

1981年，一份来自菲利普·莫里斯公司（烟草商每年花费112亿美

元做广告，菲利普·莫里斯公司是其中的巨头）研究人员的报告显

示，吸烟者通常在青少年时期就形成了所谓的“最初品牌选择”

（FTC， 2003）。“如今的年轻人很可能就是未来稳定的消费者，绝

大多数的吸烟者都是从十几岁时开始的”（Lichblau，2003）。这可

以解释为什么一些烟草公司会通过广告、组织晚会、提供免费香烟

（通常在一些学生也喝酒的场合）不遗余力地向大学生进行营销，所

有这些都是它们把香烟推销给“入门级”烟民营销计划的一部分

（Farrell， 2005）。

为了削弱广告的影响力，研究者一直在探讨如何使孩子们对电视

广告产生免疫力。有研究表明，儿童尤其是8岁以下的儿童：（1）不



能很好地分辨电视节目和商业广告，并且难以知晓其说服目的；（2）

会不加分辨地相信电视广告的内容；（3）会恳求或逼迫父母购买广告

商品（Adler & others， 1980；Feshbach， 1980；Palmer & Dorr，

1980）。孩子们看起来是广告商们的最爱：轻信、易受影响，这使销

售变得简单容易。

鉴于以上研究结果，民间组织对这些商品的广告商们提出了批评

（Moody，1980）：“如果精明世故的广告商，花几百万美元做广告把

不健康的产品卖给单纯、轻信的孩子们，那么这只能称为剥削。”在

《母亲对广告商的宣言》（Motherhood Project， 2001）中，美国妇

女的广泛联合就是这种愤怒的表现：

对我们而言，孩子是无价之宝。对你们来说，孩子仅仅是顾客，

而儿童是一块极富开采价值的顾客群体……那些训练有素并且富有创

造力的专家对孩子进行研究、分析、说服以及操纵后发现，满足和创

造消费者的需求与欲望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了……那些令人心

动的信息，诸如“你今天该休息一下了”“尝试你自己的方式”“跟

着你的感觉走”“放手去做吧”“没有任何限制”和“抓住你的愿望

了吗？”这些话语证实了广告和营销传递出这样一种主要信息：即生

活就是自私自利、及时享乐和物质至上。

另一方是从广告获利的人，他们宣称广告可以帮家长教会孩子消

费技巧，而且，更重要的是，还可以为儿童电视节目提供资金。在美

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受到学术界研究结果和政治压力的推动，对于是

否应该对面向未成年人的垃圾食品广告以及限制级电影制定新的限制

这一问题上保持中立。

同时，研究者发现市中心七年级的孩子如同八年级的孩子一般，

能批判性地看待广告——有“抵抗传媒的技能”——也能更好地抵抗



同伴压力，并且不太可能像九年级的孩子那样饮酒（Epstein &

Botvin， 2008）。

研究者想知道能否教会儿童抵制欺骗性的广告。在其中的一项研

究中，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育心理专家费什巴赫（Feshbach，

1980；Cohen， 1980）率领的研究小组给洛杉矶地区的小学生们上了3

节半小时的广告分析课。孩子们通过观看广告并参加讨论来增强抵抗

广告的免疫力。例如，在看完一段玩具广告后，他们会立即得到那个

玩具，研究者要求他们尝试像广告中所呈现的那样玩这个玩具。这样

的经历能够帮助孩子们建立对广告更现实的理解。

态度免疫的意义

要抵制洗脑，最好的方法并不是对当前信念进行更大强度的教化

灌输。如果父母们担心自己的孩子可能会成为邪教分子，那么他们最

好能够给孩子们讲解各种邪教，并帮助孩子抵制那些诱人的请求。

基于上述理由，宗教教育者应该对在教堂和学校里建立“无菌意

识形态环境”保持警惕。能接触到各种观点的人辨别能力更强，面对

说服力强而非说服力弱的辩论时更可能改变观点（Levitan &

Visser， 2008）。如果对个体观点的质疑遭到反驳，更可能巩固而非

动摇个体的立场；如果这些威胁资讯可以在其他有类似想法的个体身

上得到验证时更是如此（Visser & Mirabile， 2004）。邪教是这样

运用这条原则的：提前警告其成员，他们的家人和朋友会攻击邪教的

思想和理念。当预期的挑战出现时，成员已经做好了反驳的充分准

备。

另一层意义是针对说服者提出的：应该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效

果不佳的说服还不如没有。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那些拒绝说服的个

体会对以后更进一步的说服产生免疫力。让我们来看看美国普林斯顿



大学心理学教授达利和库珀（Darley & Cooper， 1972）所做的实

验，他们要求学生们写一篇支持严格限制着装的文章。由于这和学生

们自己的立场相违背，并且文章会发表出来，所以所有的人都断然拒

绝，即使有报酬也不干。拒绝报酬之后，学生们对自己反对限制着装

的观点更加坚定，而且更加极端。在对限制着装做出公然抵制的决定

后，学生们的反对态度变得更加坚定。那些曾经拒绝过戒烟劝说的人

很可能对以后的任何劝说都有了免疫力。效果不佳的劝说，不但达不

到目的，反而会引起说服对象的防御心理，使得他们对于随后的劝说

变得更加“铁石心肠”，不为所动。

作为有批判精神的思想者，我们应该从免疫研究中得到一些启

发。你能否在接受某些确凿的信息之前就抵制错误信息呢？做一个积

极的聆听者。强迫自己去抗辩。换言之，不要简单地倾听，而是要做

出反应。如果信息经受不住仔细推敲，那就说明这些信息还不够真

实。如果信息经得起分析，那么它对你的影响会更为持久。

模块17 纯粹他人在场

我们的社会不仅仅由68亿个体组成，它同时包括了193个国家和地

区、400万个地方性社区、2 000万个经济组织，以及几亿个其他正式

或非正式的群体——约会中的恋人、一起散步的家人、正在训练的士

兵等等。那么，这些群体是如何影响个体的呢？

我们来探讨社会心理学最基本的问题：纯粹他人在场会不会影响

我们？“纯粹在场”是指在场的他人实际上只是被动的观众或共同的

参与者，并不具有互动性和竞争性，也不会实施奖励或惩罚。他人在

场是否会影响当事人的长跑、用餐、打字或考试成绩？寻找该问题答

案的过程就是科学揭秘的过程。



纯粹他人在场

一个多世纪以前，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心理学家特里普利特

（Triplett， 1898）注意到：自行车手在一起比赛时，他们的成绩要

比各自单独骑行时的成绩好。在把自己的直觉发现（他人在场能提高

作业水平）公布于众之前，特里普利特首先对此进行了实验室研究。

在实验中，他要求儿童以最快的速度在渔用卷轴上缠线，结果发现，

儿童一起绕线要比单独缠线快得多。

随后的实验发现，他人在场能够提高人们做简单乘法和划掉字母

等任务的速度，同时证实了他人在场能提高简单动作任务（比如，保

持一根金属棒与一个在转盘上转动的硬币大小的圆盘接触）的准确性

（Allport， 1920；Dashiell， 1930；Travis， 1925）。这种社会

助长作用（social facilitation）同样也会发生在动物身上。当有同

类在场时，蚂蚁能挖掘出更多的沙子，小鸡会吃更多的谷物，交配中

的老鼠会表现出更多的性活动（Bayer， 1929；Chen， 1937；

Larsson， 1956）。

不过现在就下结论似乎还为时过早。另一些研究发现，在完成某

些任务时，他人在场会妨碍当事人的表现。有同类在场时，蟑螂、长

尾小鹦鹉、金丝雀学会走迷宫的速度都变慢（Allee & Masure，

1936；Gates & Allee， 1933；Klopfer，1958），这种干扰效应在人

类中也会发生。他人在场会降低人们学习无意义音节、走迷宫游戏以

及演算复杂乘法问题的效率（Dashiell， 1930；Pessin， 1933；

Pessin & Husband， 1933）。

如果说他人在场有时能提高个体的作业成绩，有时却会妨碍作业

成绩，这些研究结果似乎自相矛盾。这种说法与典型的英格兰天气预

报相比，也好不到哪儿去，那儿的天气预报一会儿说今天可能是晴



天，过一会儿又说可能会下雨。到1940年为止，这个领域的研究几乎

停滞不前，并且一直沉寂了25年，直到心理学家扎荣茨（Robert

Zajonc）提出新理论，学界对社会助长的研究才再度兴起。

社会心理学家扎荣茨想把这些看似互相矛盾的发现融合到一起。

正如科学界常有的灵光一闪一样，扎荣茨（Zajonc， 1965）善于借力

打力，触类旁通。他受到了实验心理学著名定律的启示：唤醒能够增

强任何优势反应的趋势。唤醒会提高简单任务的作业成绩，因为在这

些简单任务中“优势”反应往往是正确反应。人们在唤醒状态下，完

成简单的字谜任务，如辨别打乱了字母顺序的单词，比如“akec”，

是最快的。而在复杂任务中，正确答案往往不是优势反应，所以，唤

醒增强的是错误反应。因此，在更困难的字谜任务中，比如

theloacco，紧张的人成绩会更差。

扎荣茨提出的理论能够解开社会助长作用之谜吗？假设人们会因

他人在场而唤醒或振奋，似乎很有道理（Mullen & others，

1997）；大部分人都还记得有人旁观时会变得紧张或兴奋。如果社会

唤醒能促进优势反应，就应该会提高简单任务的作业成绩，并且会降

低困难任务的作业成绩。

根据上述解释，令人迷惑不解的结果就可以理解了。在渔用卷轴

上绕线，做简单乘法题，或者吃东西等都是一些简单任务，这些任务

的正确反应都是人们掌握得非常好的反应或很自然的优势反应。毫无

疑问，他人在场会提高这些任务的作业成绩。而学习新材料，走迷宫

游戏，或者解复杂的数学题等都是一些较难的任务，这些任务的正确

反应很难一下子就做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他人在场就会增加个体错

误反应的次数。可见，同一个规律：唤醒能促进优势反应，在两种情

况下都有效了（见图17-1）。突然之间，先前看起来互相矛盾的结果

也不再矛盾了。



扎荣茨的解决方案是如此的简单而出色，这令其他社会心理学家

们想到了赫胥黎第一次读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后的想法：“怎么以

前从来就没这样想过呢，我是多么的愚蠢啊！”当扎荣茨指出来之

后，这个道理就似乎显而易见了。然而，也有可能是因为戴着有色眼

镜，产生后见之明偏差，所以那些矛盾的结果看起来融合得如此完

美。扎荣茨的这个解决方案能经受住实验的直接检验吗？

在对25 000个志愿者参与者进行了差不多300项研究之后，证实这

个解决方案仍旧有效（Bond & Titus， 1983；Guerin， 1993，

1999）。随后的实验也以不同的方式验证了这个规律：无论优势反应

是正确反应还是错误反应，社会唤醒都会促进这种优势反应。心理学

家亨特和希勒里（Hunt & Hillery， 1973）发现，他人在场时，学生

们学习走简单迷宫所需时间会变少，而学习走复杂迷宫所需时间会增

加（和蟑螂是一样的！）。迈克尔等人（Michael & others， 1982）

发现，在一个学生社团里面，优秀的台球选手（在隐蔽观察条件下击

中71%的选手）在有四位观察者来观看他们表现的情况下，他们的成绩

会更好（80%的击中率）。而差劲的选手（先前平均击中率为36%）在

被密切观察的条件下表现更差（击中率只有25%）。

图17-1

社会唤醒效应。扎荣茨提出，他人在场可以增强个体的优势反应（正确反应仅仅出自

简单或掌握得非常好的任务中），这一观点可以很好地解释这种看似矛盾的研究结

果。



由于运动员们所表现的都是熟练掌握的技能，这就有助于解释为

什么观众的支持性反应常常能够激励他们表现出最佳状态。在对加拿

大、美国、英国举行的总计8万项大学体育赛事或专业体育赛事的研究

显示：主场队会赢60%的比赛（棒球和橄榄球会少一些，篮球和足球会

多一些）。这种主场优势有可能源于运动员对主场环境的熟悉，较少

的旅途劳顿，对领土控制的优越感，或者观众欢呼时增强的团队认同

感（Zillmann & Paulus， 1993）。

拥挤现象：众多他人在场

综上所述，人们的确对他人在场有所反应。但是，观察者的在场

真的会激发人们的唤醒状态吗？当面临压力时，身边拥有一个伙伴可

能会让你感到安慰。可是，他人在场时，人们的出汗量增加，呼吸加

快，肌肉收缩次数增加，血压升高并且心跳加速（Geen & Gange，

1983；Moore & Baron， 1983）。在完成有挑战性任务时，甚至一群

热心观众的在场也可能会使个体的表现比平时更差（Butler &

Baumeister， 1998）。你在第一次钢琴独奏会上的表现不会因为亲友

团的到场而有所改善。

他人的影响效应会随着人数的增加而递增（Jackson & Latane，

1981；Knowles， 1983）。有时候庞大的观众群体所激起的唤醒状态

和有意注意，甚至会干扰熟练掌握的、自动化的行为，例如讲话。在

极大的压力情境下，我们很容易结巴。当口吃者面对一大群听众时，

会比只对一两个人讲话时更加口吃（Mullen，1986）。

身处一大群人之中对个体的积极或消极反应都会有增强作用。当

人们在一起坐得很近时，友善的人会更受人欢迎，而不友善的人会更

令人讨厌（Schiffenbauer & Schiavo， 1976；Storms & Thomas，

1977）。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教授弗里德曼及其同事（Freedman



& others， 1979， 1980）对该校学生以及安大略科学中心的访问学

者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他们让一个研究助手和其他参与者一起听搞

笑的磁带或者看喜剧电影。当所有人在一起坐得很近的时候，助手更

容易诱导参与者发笑或者鼓掌。正如戏剧导演和体育迷们所认为的那

样，坐满人的屋子就是好屋子，这一点也已经得到研究的证实

（Aiello & others， 1983；Worchel & Brown， 1984）。

也许你已经注意到了：35人的班级坐在正好能容纳35人的教室里

会比散坐在100人的大教室里感觉更温馨、更活跃。部分原因是我们和

别人坐得很近时，更容易注意别人并且融入他们的笑声和掌声中去。

另一方面，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埃文斯教授（Evans， 1979）发现，

拥挤也会增强唤醒状态。他对马萨诸塞大学的学生进行了一些测试。

学生们每10人为一组，每组人会待在一个7×10米大小的房间或一个

2×4米大小的房间。结果发现，待在拥挤的房间里的参与者比待在宽

敞房间里的参与者心率更快，血压也更高（唤醒的指标）。研究者

（Nagar & Pandey， 1987）对印度大学生做的一项研究也发现，拥挤

使人在完成复杂任务时更容易出错。由此可见，拥挤能增强唤醒状

态，而唤醒能促进优势反应。

他人在场引起唤醒的原因

在他人面前时，你会变得振奋而把自己擅长的事情做得更好（除

非你已经过度唤醒或者太在乎自己的表现）。然而在同一情境下，你

原本觉得困难的事情就会显得更不可能实现了。那么，他人在场是如

何引起人们的唤醒的呢？有证据表明可能是以下三种因素：评价顾

忌、分心以及纯粹在场（Aiello & Douthitt， 2001; Feinberg &

Aiello， 2006）。

评价顾忌



社会心理学家科特雷尔推测，观察者在场使我们焦虑的原因是我

们想知道别人怎么样评价我们。为了检验评价顾忌（evaluation

apprehension）是否存在，科特雷尔及其同事（Cottrell & others，

1968）让观察者蒙上眼睛，结果发现与可以自由观察的观众所引起的

效应不同，仅仅蒙上眼睛并没有改善优势反应。

其他实验也证实了科特雷尔的结论：如果人们认为在场的观察者

正在评价自己，那么他们的优势反应就会明显改善。有这样一项实

验，加利福尼亚大学的长跑者在跑道上跑步时会遇到一位坐在草地上

的女士。如果这位女士是面对着他们的，那么与她背对着他们相比，

长跑者跑步的速度会更快一些（Worringham & Messick， 1983）。

评价顾忌也有助于解释以下问题：

● 为什么与比自己稍微优秀一点的人一起工作时，人们的表现会

最好（Seta，1982）？

● 为什么一个高层领导小组的唤醒状态会在意见无关痛痒之人加

入时会有所降低（Seta & Seta， 1992）？

● 为什么那些最担心别人对自己评价的人往往最容易受他人在场

影响（Gastorf & others， 1980；Geen & Gange， 1983）？

● 为什么在场者是密切注意人们行动的陌生人时，社会助长效应

最大（Guerin & Innes， 1982）？

他人评价引发的自我关注也会干扰我们熟练掌握的自动化行为

（Mullen & Baumeister， 1987）。如果篮球运动员过分关注自己，

在关键投篮时刻分析自己的身体移动，那他就很可能无法命中。

分心



研究者（Sanders & others， 1978；Baron， 1986）对评价顾忌

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他们认为，参与者在考虑共事者会如何行动，

或者观众会如何反应时，参与者已经分心了。这种注意他人和注意任

务之间的冲突，会使认知系统负荷过重，于是就引起了唤醒。我们都

“受到分心的影响”。不仅他人在场会引起唤醒，有时其他分心物的

出现，比如光线的突然照射，也会引起唤醒（Sanders， 1981a，

1981b）。

纯粹在场

然而，扎荣茨认为，即使在没有评价顾忌或没有分心的情况下，

他人的“纯粹在场”也会引发一定程度的唤醒。前面提到过在动物身

上也存在社会助长效应。这暗示社会唤醒机制在动物界也十分普遍。

（动物也许并不能有意识地关注其他动物对自己的评价。）在人类社

会中，许多长跑者都会因为有人跟他们一起跑而得到激励，即便那些

一起跑的人既不是他们的竞争对手，也不会对他们进行评价。

这里有必要提醒一下，正确的理论能精确简约地概括客观现实；

它能简化并且归纳总结各种各样的观察资料。社会助长理论在这方面

做得很好。它是许许多多研究结果的简单概述。完善的理论也应该能

提供明确的预期，这些预期会（1）有助于该理论的验证和修正；

（2）引导全新的探索；（3）对实际应用提出建议。社会助长理论已

经明确地提出了前两种预期：（1）理论基础（他人在场会引发唤醒，

并且这种社会唤醒会提高个体的优势反应）已经得到证实了，而且

（2）这个理论给这一沉寂已久的研究领域带来了新的生机。

预期（3）是否也能用于实际？我们可以对可能的应用做一些有根

据的推测。在许多新写字楼里，用一些低矮的隔离物划分出的宽敞、

开放的办公区域已经替代了私人办公室。意识到他人在场是有助于个



体提高熟练任务的作业成绩，还是会干扰其对复杂问题的创造性思

维？你还能想到其他可能的应用案例吗？

模块18 人多能减轻责任

在拔河比赛中，八个人一队的队员们使出的力气，与他们各自参

加个人拔河比赛所使出的最大力气的总和一样大吗？如果不一样，原

因何在？我们对于工作群体中成员所付出的努力程度应该抱何种期

望？

社会助长作用经常发生在人们为个人目标努力时，例如，缠鱼线

或解数学题等，在这种情况下，他人可以对个人的努力做出单独的评

价。上述情境和日常生活中的某些工作情境十分类似，而与大家为同

一个目标一起努力的情境迥然相异。因为后者个人的努力无法单独进

行评价，如群体拔河比赛、集资筹款（共同经营糖果生意赚钱支付班

级旅行的费用）、计算班级总分的比赛项目等都是很好的例子。在这

样的“群体加总任务”（小组成绩有赖于成员个人努力总和的任务）

中，团队精神是否会提高产出呢？作为一个团队一起工作时，泥瓦匠

们会比他们单独工作时更快吗？实验室模拟研究可以找到这些问题的

答案。

人多好办事

大约一个世纪以前，法国工程师林格曼（Kravitz & Martin，

1986）发现，选手在群体拔河中所付出的努力仅有个人单独努力之总

和的一半。这表明，与“人多力量大”的普遍观念恰恰相反，实际

上，在群体任务中小组成员的努力程度反而较小。也许，糟糕的表现

源于糟糕的合作——人们一起拉绳子的时候，用力的方向和时间可能



稍有差异。由英厄姆（Ingham， 1974）领导的一个马萨诸塞研究小组

巧妙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他们让参与者认为自己在和其他人一起拉绳

子，而实际上是参与者一个人在拉。蒙在鼓里的参与者们被排在如图

18-1所示装置的第一个位置，并且要求他们：“尽你的全力去拉。”

结果发现，如果他们知道自己是一个人在拉，那么使出的力气会比认

为身后还有2~5个人和自己一起拉时多出18%。

研究者（Latane & others， 1979；Harkins & others， 1980）

同时也注意到了社会懈怠（social loafing）现象的其他方面。他们

观察到，6个人一起尽全力叫喊或者鼓掌所发出的喧闹声还没有1个人

单独所发出喧闹声的3倍响。就像拔河比赛一样，制造喧闹声的任务也

很容易受群体低效的影响。所以拉坦及其助手们沿袭了英厄姆的方

法，他们使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学生认为自己是在和其他人一起叫喊或

者鼓掌，而实际上只是单独行动。



图18-1

拉绳装置。拉绳实验中，站在第一个位置的人如果认为后面有人和自己一起拉，那么

他使出的力气就比较小。资料来源：Data from Ingham, Levinger, Graves &

Peckham,1974. Photo by Alan G. Ingham.

他们的方法是这样的：让6个学生蒙上眼睛坐在一个半圆形中，给

他们戴上耳机，从中他们可以听到别人叫喊或者鼓掌的声音。这样，

如果学生听不见自己的叫喊或鼓掌声，那别人的声音就更听不见了。

在不同轮的实验中，或者要求他们单独叫喊或鼓掌，或者要求他们整

组一起做。有些知道这个实验的人猜测，和他人一起做的时候参与者

会叫得更响，因为这时候社会抑制会降低（Harkins，1981）。而真实

的结果却证实了社会懈怠：参与的学生认为自己正和其他5个人一起叫

喊或鼓掌时所发出的喧闹声要比他们认为自己正单独做时少三分之

一。甚至高中的拉拉队队长也会发生这种社会懈怠现象（Hardy &

Latane， 1986）。

政治学家斯威尼（Sweeney， 1973）对社会懈怠的政策性含义很

感兴趣，在得克萨斯大学所做的一项实验中，他观察了其中的现象。

当学生知道要对自己单独评价（以电量的输出来计量）时，与认为自

己的成绩要与其他骑手的成绩加在一起相比，他们踩自行车练习器时

要更加卖力。在群体条件下，人们就会受到搭便车（free-ride）的诱

惑。

从这项以及其他160项研究（Karau & Williams， 1993）中，我

们可以看到，引发社会助长作用的心理力量（即评价顾忌）发生了逆

转。在社会懈怠实验中，个体认为只有他们单独行动才会受到评价。

群体情境（拔河、喊叫等）降低了个体的评价顾忌。如果人们无需单

独为某事负责或者不会单独评价努力程度，所有小组成员的责任感都

被分散了（Harkins & Jackson， 1985；Kerr & Bruun， 1981）。相

形之下，社会助长实验则增强了个体的评价顾忌。一旦成为注意的焦



点，人们就会自觉监控自己的行为（ Mullen & Baumeister ，

1987）。所以规律还是一样：个体一旦受他人观察，个体的评价顾忌

会有所增强，这样社会助长作用就发生了；个体一旦消失在人群中，

个体的评价顾忌就会减小，社会懈怠就发生了（图18-2）。

激励小组成员的一种策略是使个体作业成绩可识别化。有些橄榄

球教练通过录像和对运动员进行个别评价的方法来达到这一目的。无

论是否在一个小组中，当个体的行为可以单独评价时，人们会付出更

大的努力：大学游泳队的队内接力赛中，如果有人监控队员并且单独

报出每个人的成绩时，那么整体游泳的速度会有所提高（Williams &

others， 1989）。

图18-2

是社会助长还是社会懈怠？如果无法对个体进行评价或者个体无需为某事单独负责，

则更可能发生社会懈怠。单个游泳者能依靠自己的能力在比赛中获胜。在拔河比赛比

赛中，并非是团队中的任一队员对比赛输赢负责，因而任何一个队员都可能会放松或

懈怠。



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懈怠

社会懈怠很普遍吗？在实验室中，此现象不仅在拔河比赛、蹬自

行车、叫喊和鼓掌等任务中发生，同时也出现在排气或排水，评价诗

歌或社论，发表观点，打字和信号侦察等任务中。那么这些结果能推

广到人们的日常工作中去吗？

一项对流水线工人所做的小实验发现，一旦可以对个人的行为进

行单独评价，即使没有额外的报酬，工人们的产出仍然增加了16%

（Faulkner & Williams，1996）。又如，在泡菜厂里，最主要的工作

就是从传输带上挑出大小合适的半块头莳萝泡菜塞进罐子里。不幸的

是，因为无法识别出这些产品分别是谁做的（所有的罐子都会在接受

质量检查之前进入同一个斗车），工人们常常会随便把任何大小的泡

菜都塞进罐子。威廉姆斯等人（Williams & others， 1981）指出，

有关社会懈怠的研究建议“使个人的产出可以识别，并且提出问题，

假如工厂只按照包装合格的泡菜付给工人相应的工资，那么一个工人

会包装多少泡菜呢？”

研究者还发现，社会懈怠的现象在各种文化中都有出现，特别在

评估集体主义国家的农业产量时尤其如此。前苏联集体农场里的农民

们今天耕作这片土地，明天耕作另一片土地，对任何一块特定的土地

都没有直接的责任感。因为农民们自己只有一块很小的私有土地。调

查分析发现，虽然农民的私有土地只占全部耕种面积的1%，但其产出

却占全苏维埃农场产出的27%（H. Smith，1976）。在匈牙利，农民的

私有土地只占农场总面积的13%，但其产量却占了总量的三分之一。自

从中国开始允许农民在上交公粮后，可以出售富余的粮食，其粮食产

量以每年8%的速度暴涨——是前26年的年增长率的2.5倍。为了将报酬

与产量挂钩，今天俄罗斯的许多农场都已经不再实行集体经营

（Kramer， 2008）。



那么其他集体主义文化中是否存在社会懈怠现象？为了查明真

相，研究者（Gabrenya & others， 1985）前往亚洲，在日本、泰

国、中国台湾地区、印度和马来西亚重复了制造噪音的实验。他们发

现了什么？结论是社会懈怠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同样非常显著。不过，

在亚洲进行的17项后续研究显示：在集体主义文化下，人们表现出的

社会懈怠的确不如个体主义文化下强烈（Karau & Williams， 1993；

Kugihara， 1999）。我们曾提及，对家庭和集体的忠诚在集体主义文

化国家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另外，女性不如男性个人化——其社会懈

怠也不如男性强烈。

在北美，不向工会或行业协会交会费也不参加义务劳动的那些工

人，却往往非常乐于接受工会带来的福利。那些不响应公共电视台基

金筹款动员的观众们同样也是如此，这暗示了对于社会懈怠的另一种

可能解释。如果不管个人对群体做出多少贡献，都是平均分配报酬，

那么付出单位劳动所得报酬多的人就等于是搭了集体的便车。因此，

人们就会想在自己的努力没有人单独监控或者单独评价的时候偷懒。

用一个公社成员的话来说，能很方便地搭便车的社会就是“寄生虫的

天堂”。

当然，群体性的工作也不总是会引发个体的偷懒行为。有时候，

群体目标极具吸引力，又十分需要每个人都尽最大的努力，这时团队

精神会维持并且增强个人努力的程度。在奥运会划艇赛中，选手在参

加八人一组的群体划艇赛时会比单人组或双人组时更不卖力吗？

有证据表明，他们肯定会卖力。当任务具有挑战性、吸引力、引

人入胜的特点时，群体成员的懈怠程度就会减弱（ Karau &

Williams， 1993）。面临挑战性的任务时，人们可能会认为付出自己

的努力是必不可少的（Harkins & Petty， 1982；Kerr， 1983；Kerr

& Bruun， 2007）。假设人们认为小组中的其他成员靠不住或者没有

能力做出多少贡献，那他们也会付出更大的努力（Plaks & Higgins，



2000；Williams & Karau， 1991）。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其他稍逊

色的个人也会这么做，因为他们要努力追赶他人更高的生产率。对群

体实施激励性措施或者让群体为一个有挑战性的目标而奋斗也可以提

高整体的努力程度（ Harkins & Szymanski ， 1989；Shepperd &

Wright， 1989）。

如果小组成员彼此都是朋友或者成员都很认同自己的群体，认为

与群体不可分割，那么懈怠就会有所减少（Davis & Greenlees，

1992；Gockel & others 2008；Karau & Williams， 1997；Worchel

& others， 1998）。甚至仅仅期望再次与某人交往都能增加团队的干

劲（Groenenboom & others， 2001）。班级中常常见面的同学之间的

合作，就比与那些从来都不期望再见面的人之间的合作动机水平更

高。拉坦指出，以色列集体农场的产量实际要比个体农场的产量高

（Leon， 1969）。凝聚力提高了努力程度。

上述研究结果有些与对日常工作群体对象的研究相吻合。当赋予

群体挑战性的目标任务时，当群体成员会因成功而获得奖励时，当他

们有一种把自己的队伍看做“团队”的信念时，成员们就会努力工作

（Hackman， 1986）。保持小规模工作群体也有助于使成员们相信自

己对群体的贡献必不可少（Comer，1995）。因此，假如小组成员在一

起集体工作，而个人的成就又无法单独评价的话，那么社会懈怠的发

生就不足为奇了。这种情况下，就未必是人多力量大了。

模块19 有人陪着不孤单

2003年4月，美军抵达伊拉克后，从萨达姆的高压政策下“解放”

出来的掠夺者活动猖獗。在这场“疯狂的掠夺”中，医院损失了床

位，国家图书馆损失了上万册珍贵的手稿，大学也损失了大量的电

脑、椅子甚至灯泡。巴格达的国家博物馆在48小时内几千件珍品遭人



抢掠，尽管大部分珍品在这之前就已运送到安全的地方（Burns，

2003a， 2003b；Lawler， 2003c; Polk & Schuster， 2005）。《科

学》杂志报道说：“自从西班牙征服者劫掠阿兹台克和印加文明之

后，还从没有发生过这么严重的抢掠行为”（Lawler， 2003a）。一

位大学院长这样描述：“暴徒成群地涌进来，来了50个，又走了，然

后又来了一群”（Lawler， 2003b）。这样的报道让人迷惑：这些抢

劫者的道德感哪儿去了？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行为呢？

去个体化

社会助长实验表明群体能引发人们的唤醒状态。社会懈怠实验表

明群体会分散责任。一旦唤醒和责任分散结合到一起，常规的约束就

会变小，后果可能令人震惊。从轻微的失态（在大餐厅里扔掷食物，

怒骂裁判，在摇滚音乐会上尖叫）到冲动性的自我满足（集群破坏公

物，纵酒狂欢，偷窃），甚至具有破坏性的社会暴力（警察暴力，暴

动，私刑），人们都可能干得出来。

这些失控行为有一个共同点：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群体引发

的。群体能产生一种兴奋感，那是一种被比自己更强大的力量吸引住

的感觉。很难想象，单独一个摇滚迷会在一个私人摇滚音乐会上发狂

地叫喊，单独一个俄克拉荷马大学的学生会试图诱劝他人自杀，或

者，单独一个警察会暴打一个手无寸铁的乘客。在某些群体情境中，

人们更可能抛弃道德约束，以致忘却了个人的身份而顺从于群体规

范，简言之，也就是变得去个体化（deindividuated）（Festinger &

others，1952）。什么环境会引发这种心理状态呢？

群体规模

群体不仅能引发其成员的唤醒状态，也能使成员的身份模糊化。

尖叫的人群遮蔽了尖叫球迷的个体身份。滥用私刑的暴徒组织会使成



员坚信自己不可能遭到控诉；他们把自己的个体行为看作群体所为。

处在一群暴民之中而不必暴露自己姓名的暴动者会任意地抢掠。经过

对21起人群围观跳楼或者跳桥事件的分析，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社会

心理学教授列昂·曼（Mann， 1981）发现，如果人群规模小并且曝光

在公众目光之下，人们通常不会诱劝当事者往下跳。但如果人群规模

比较庞大或夜幕遮蔽了人们的身份，使其获得了匿名感，那么，人群

中的大多数人会诱劝当事者往下跳并且加以冷嘲热讽。

英国肯特大学社会心理学教授马伦（Mullen， 1986）指出，在使

用私刑的暴徒中也存在类似的效应：暴徒团伙的规模越大，成员越有

可能失去较多的自我意识，他们就更乐于去实施诸如纵火、砍人、肢

解等暴行。

从体育观众到滥用私刑的暴徒，所有这些例子中，个体的评价顾

忌都降到了最低水平。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情境上，而非自身。并且

因为“每个人都这样做”，所有的人都会把自己的行为责任归因为情

境而不是自己的选择。

身体匿名性

我们怎么能断言人群的影响就是更高的匿名性呢？我们做不到这

一点。但是我们可以就匿名性设计一项实验，看它是不是真的能减少

对人们行为的抑制。津巴多（Zimbardo， 1970， 2002）从他的本科

生那里获得了实验的灵感，那个学生问他，在戈尔登的《蝇王》中，

那些本来很善良的男孩为什么会在脸上涂上东西以后突然间变成了恶

魔呢？为了用实验考察这种匿名性，津巴多让纽约大学的女学生穿上

一样的白色衣服和帽兜，这和三K党（Ku Klux Klan）成员（图19-1）

非常相似。然后让她们按键对另一个女性实施电击，结果发现，她们

按键的时间要比那些可以看见对方并且身上贴着很大名字标签的女生

长一倍。



互联网也提供了类似的匿名性。几百万惊愕于巴格达暴徒掠夺行

径的人自己却在利用网上的共享软件制作盗版光盘。因为这样做的人

实在太多了，所以他们几乎不会认为下载别人版权所有的音乐到MP3播

放器里有什么不道德，也不会想到自己会因此而被逮捕。

在最近的几起互联网案例中，匿名在线的旁观者煽动威胁自杀的

人，甚至现场录像给许多人观看。分析科技之社会影响的学者科尔指

出，网络社区“就像那些在楼下围观跳楼者的人群一样”。有时有爱

心的人会试图劝说跳楼者下来，但同时有另一些人却叫嚣着“跳、

跳”。科尔认为“在这些场合下，网络社区的匿名特点只会助长人们

的卑劣与冷漠”（转引自Stelter， 2008）。

图19-1

津巴多实验中拥有了匿名性的女学生。在津巴多的去个体化研究中，匿名女生针对无

助的受害者实施的电击强度要比非匿名女生实施的大很多。



为了在街上证实这种现象，美国马里兰大学心理学教授埃利森等

人（Ellison & others， 1995）雇了一个司机当研究助手，让她遇到

红灯时先暂停一会儿，并且当后面有一辆敞篷车或者有一辆4×4轮子

车的时候等上12秒钟再开。在等待的时候，她记录在后面等待的车辆

所发出的喇叭声（一种轻微的攻击性行为）。相对于敞篷车的司机，

那些把顶盖放下来的4×4轮子车司机是匿名的，他们鸣喇叭的速度要

比前者快1/3，而且频率和持续时间也是前者的两倍。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心理学教授迪纳（Diener， 1976）领导的研究

小组以巧妙的研究设计分别在群体情境和身体匿名情境中都发现了这

种效应。在万圣节前夕，他们在西雅图观察了1 352个孩子玩“不请吃

糖，就恶作剧”的游戏。他们走访了全城1/27的家庭，那些孩子或单

独或结伴，有一名研究者热情地招待他们，邀请他们“从这些糖果里

拿一粒，”然后就离开了房间。隐藏在暗处的研究者注意到，结伴的

孩子们比单独的孩子多拿糖的可能性要大一倍。而且，那些匿名的孩

子比那些被问及姓名和住处的孩子违规的可能性也要大一倍。如图19-

2所示，违规率随着情境的不同而不同。大部分孩子会因群体的掩盖和

匿名性而去个体化，因此会偷拿额外的糖果。

这些实验使我想知道统一着装具有何种效果。为了准备作战，一

些部落的斗士（像一些狂热的体育迷一样）会用油彩或者面具装扮自

己的身体和脸孔，使自己去个性化。战斗结束后，有一些部落会虐待

或杀死幸存的战俘；而另一些部落会让战俘活着。美国新罕布什尔大

学心理学教授沃森（Watson， 1973）仔细研究了一些人类学档案后发

现，那些去个性化的部落斗士几乎都会对敌人施以暴行。英国东伦敦

大学心理学教授西尔克（Silke， 2003）发现，在北爱尔兰的500例暴

力事件中，有206例袭击者都头戴面具、头巾或其他面部伪装物。与未

伪装的袭击者相比，这些匿名的袭击者表现出更严重的袭击行为。



身体匿名性是否总能引发人们释放最邪恶的冲动呢？所幸的是，

答案是否定的。在所有这些情境中，人们显然是对一些反社会的暗示

线索作出了反应。美国加劳德特大学约翰逊和唐宁教授（Johnson &

Downing， 1979）指出，津巴多实验的参与者类似三K党成员的装扮可

能会怂恿敌意行为。在佐治亚大学进行了这样一项实验，要求女性参

与者在决定给他人实施多大程度的电击之前穿上护士制服。在实施电

击时，这些穿护士制服的参与者如果得以保持其匿名性，那她们的攻

击性就远不如说出自己名字和身份时那般强。佐治亚大学的专家波斯

特梅斯和斯皮尔斯（Postmes & Spears， 1998；Reicher & others，

1995）对60项去个体化研究做了分析，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匿名性使

人们的自我意识减弱，群体意识增强，从而更容易对情境线索作出回

应，无论线索是消极的（三K党制服）还是积极的（护士制服）。一旦

提供利他的线索，去个体化的人甚至会施舍更多的钱财。

唤起和分心活动



图19-2

不同情境（匿名程度）下儿童违规多拿糖果的人数比例。结伴或者匿名时，尤其是当

群体性和匿名性条件都具备时，孩子们更可能违规去偷拿额外的万圣节糖果。资料来

源：Data from Diener & others, 1976.

群体表现出攻击性之前常常会发生一些较小的引发人们唤起状态

或者分散其注意力的事件。集体喊叫、高歌、鼓掌或跳舞，既可以令

人们热情似火，又能减少其自我意识。一位文鲜明统一教会的目睹者

回忆起“choo-choo”歌就是这样使人们去个体化的：

所有的兄弟姐妹们手拉着手热情地高唱，choo-choo-choo，

Choo-choo- choo， CHOO-CHOO-CHOO！YEA! YEA! POWW!!!这样的行为

使我们组成了一个群体，似乎我们一起以一种很奇怪的方式来体验某



种重要的东西。choo-choo的力量令我震惊，但它使我感觉很舒适而且

令我很放松。（Zimbardo & others， 1977， p.186）

迪纳（Diener， 1976， 1979）的实验表明，像扔石头、小组合

唱这样的活动可能会成为其他更放肆行为的前奏。当人们看到别人和

自己做出同样的行为时，会对自己做出冲动性的举动产生一种自我强

化的愉悦感。当看到别人和自己做的一样时，我们会认为他们也和我

们想的一样，因而这又会强化我们自己的感受（Orive， 1984）。而

且，冲动性的集体行为能够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当我们冲着裁判大喊

大叫时，并不会想到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念，而只是对情境做出一种即

时的反应罢了。有时，当我们事后停下来反省自己所做过的事和所说

过的话时，会觉得很懊恼，但这只是有时候而已。还有一些时候，我

们会主动寻找去个体化的群体体验，如跳舞、宗教体验和群体交流等

等，从中我们能体验到强烈的积极情感以及与他人亲密无间的关系。

弱化自我意识

能弱化自我意识的群体经历通常能分离个体的行为和态度。研究

者（Diener，1980；Prentice-Dunn & Rogers， 1980， 1989）发

现，率真、去个体化的人更难自控，更难自律，更可能毫不顾及自己

的价值观就采取行动，对情境的反应性也更强烈。这些研究结果正好

可以补充和印证自我意识实验。

自我意识是去个体化的对立面。自我意识的人，以站在镜子或者

摄像机面前的人为例，会表现出更加的自控，这时他们的行为也能够

清晰地反映他们的态度。比如，如果人们在镜子面前品尝各种奶酪，

就会挑那些低脂肪的品种（Sentyrz & Bushman， 1998）。

自我意识强的人也不太可能做出欺骗行为（Beaman & others，

1979；Diener & Wallbom， 1976）。那些一直坚信自己是独立而与众



不同的人也不太可能做出欺骗行为（Nadler & others， 1982）。在

日本，不论身边是否有镜子，人们通常都会想象自己在他人面前的形

象。即使前面没有镜子，也不太可能欺骗他人（Heine & others，

2008）。这里的原理是，具有自我意识或者由于外力暂时产生自我意

识的个体，能保持情境外的日常言论和情境内的实际行动高度一致。

我们能将这些研究结果应用到日常生活的诸多情境中去。喝酒之

类的情境会降低个体的自我意识，从而增强个体的去个性化（Hull &

others， 1983）。而能够增强自我意识的情境，比如：镜子和相机，

小城镇的居住环境，明亮的光线，醒目的姓名标签，凝神静思，个性

化的着装和房屋等情境都可以减弱个体的去个性化（Ickes &

others， 1978）。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去参加聚会时，父母可能会这样

说：“玩得开心，还有要记住你自己的身份。”这是父母在孩子临行

前给出的最佳忠告。也就是说，和大家伙一起享受欢乐的同时要保持

自我意识；保持自己的独特个性；小心去个性化。

模块20 群体如何强化我们的决策

群体互动通常会产生什么效果？积极抑或消极？警察暴力和团伙

暴力都证明了群体互动潜在的破坏性。但是另一方面，支持型群体领

导、管理顾问和教育理论家都肯定了它的益处，而且社会活动和宗教

活动也激励群体成员与有着类似想法的其他成员建立联系，以增强他

们对群体的认同。

对小群体的研究得出了一条准则，它有利于我们对积极和消极的

结果都能作出解释：群体讨论通常可以强化其成员最初的意向。群体

极化（group polarization）的研究体现了科学探索的过程，即有趣

的科学发现是如何导致研究者草率地做出错误的结论，而最终这些结



论又为更准确的结论所代替。作为研究者，我可以与大家直接讨论这

一科学谜题。

“风险转移”的案例

一篇涵盖了300多项研究的文献在其开篇就引用了一项惊人的发

现，它的提出者斯托纳（Stoner， 1961）当时是麻省理工学院的一名

研究生。在他的工业管理硕士论文中，斯托纳对人们普遍认同的一种

看法——群体比个人在决策时更为审慎——进行了研究。他设计了一

些决策时的两难情境，参与者的任务是建议假想的人物应该在多大程

度上承担风险。假设你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名参与者，你会在以下的情

境给海伦提什么样的建议呢？[1]

海伦是一名很有创作天赋的作家，但是迄今为止她都是依靠写通

俗的西部小说过着还算舒适的生活。最近她突然萌生了一个念头，想

要写一部可能会产生重大影响的长篇小说。如果这部小说能够完成并

且得到人们接受的话，可能会在文坛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而且很大

程度上可以促进她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如果她的想法最终没能实

现，又或者这部小说是一部失败之作，那么她将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

力而得不到任何回报。

设想你正在给海伦提建议。你认为她会尝试写这部小说的最低可

能性是多少。

当这部小说取得成功的概率至少为_____时，海伦会尝试写这部小

说？

1/10

____



2/10

____

3/10

____

4/10

____

5/10

____

6/10

____

7/10

____

8/10

____

9/10

____

____10/10（选择这一项是指你认为海伦只有在认为这部小说绝对

会成功的情况下才会尝试写。）



当你做出决定后，猜猜这本书的所有读者平均而言会提出怎样的

建议。

在对很多类似的问题给出自己的建议后，研究者会安排5个人左右

在一起进行讨论，并就每一个问题达成共识。你认为群体决策与讨论

之前所有人单独决策所得的平均值相比，会有什么差别呢？群体会倾

向于冒更大的风险？还是更为审慎？抑或与个体没有差别？

令人吃惊的是，群体决策往往会更加冒险。这一现象称为“风险

转移”，它推动了一股研究群体冒险性的浪潮。这些研究发现，风险

转移不仅发生在需要达成共识的群体中，在某一次短暂的讨论之后，

个体也会改变他们以前的决定。此外，研究者选取不同年龄、不同职

业和不同国家的参与者，都得出了与斯托纳的研究相同的结果。

在讨论中，不同的看法会趋于统一。但奇怪的是，人们趋于统一

所得出的观点往往比他们各自原来的观点所得出的平均值更倾向于冒

险。这是个令人振奋的谜题。风险转移效应是可信的，也是意料之外

的，并且无法立刻找到任何明显的解释。群体影响的何种因素可以产

生此效应？这种效应的作用范围有多大？陪审团、商业委员会以及军

事机构中所展开的各种讨论是否也会促进人们的冒险行为？如果以死

亡率作为衡量标准，在有另两名同伴的情况下，十六七岁的年轻人鲁

莽驾车的可能性几乎是车上没有任何同伴情况下的两倍（Chen &

others，2000），这是否也能用上述效应来解释？

在数年的研究之后，我们发现，风险转移并不是普遍适用的。在

我们设计的两难情境中，人们讨论之后会变得更为谨慎。其中一个情

境的主人公叫罗杰。罗杰是一名已婚的青年男子，他有两个处在学龄

期的孩子，有一份稳定、但是薪酬不高的工作。他能负担得起必需的

生活用品，但对奢侈品就不敢奢望了。他听说一家不怎么有名的公司

的新产品如果销路很好的话，那这家公司的库存品价值会迅速升值为



以前的三倍，但是，如果新产品卖不出去的话，那库存价格就会下

跌。罗杰没什么积蓄，为了投资这家公司，他正考虑卖掉自己的人寿

保险。

你能找出一条一般性的规律来解释，为什么人们在讨论了海伦的

情境之后会倾向于冒进，而在讨论了罗杰的情境之后却会倾向于谨慎

行事吗？如果你和大多数人一样，你就会建议海伦冒更大的风险而不

是建议罗杰去冒风险，即使在和其他人讨论之前也会如此。事实上讨

论在很大程度上会加强人们最初的看法。

群体能强化我们的观点吗

由此我们意识到，这种群体现象的结果并不是一味地朝冒险的方

向偏移，但是群体讨论却倾向于使群体成员的初始观点得到加强。这

种观点促使研究者们提出一个被法国心理学家莫斯科维斯和扎瓦罗尼

（ Moscovici & Zavalloni ，  1969 ） 称 为 群 体 极 化 （ group

polarization）的概念：讨论通常可以强化群体成员的普遍倾向。

群体极化实验

群体讨论会引发个体观点的变化，这启发了研究者，他们在实验

中组织人们讨论大多数成员都赞同或反对的观点。在群体中进行的这

种谈话是否会像在两难决策情境中那样，加强成员最初的倾向？在群

体中，是否冒险者会表现得更加冒险，顽固者会更为顽固，乐于助人

者会更加乐善好施？因为这些正是群体极化理论所预言的（图20-

1）。

很多研究证实了群体极化现象的存在。



● 莫斯科维斯和扎瓦罗尼（Moscovici & Zavalloni， 1969）观

察发现，讨论可以加强法国学生本来就对总统所持的积极态度，同时

也可以加强他们原本对美国所持的消极态度。

● 矶崎（Isozaki， 1984）发现，日本大学生集体讨论了某起交

通事故后，给出了更明确的“有罪”判定。如果陪审团成员倾向赔偿

损失，群体讨论的赔偿数额同样倾向于高于陪审团成员提出的中数

（Sunstein， 2007a）。

图20-1



群体极化。群体极化理论预测群体讨论会强化群体成员的共同态度。

● 布劳尔等人（Brauer & others， 2001）发现，法国学生讨论

了对某些人共同持有的消极印象后，会更加讨厌这些人。

另一种研究方法是选择一些存在观点分歧的事件，然后把持有不

同观点的人们分隔开，把观点相同的人们安排在一起。观点相似的人

们在一起讨论的结果是否会加强他们所共同认可的观点？讨论是否会

加深两种不同态度之间的鸿沟？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毕晓普教授和我对此都很好奇。因此，我们选

择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群体：相对而言有种族偏见和无种族偏见的高中

生。我们要求他们在讨论之前和之后对某些有关种族态度的问题做出

反应，例如财产权和居住条件（Myers & Bishop， 1970）。我们发现

在观点相似的学生群体里进行的讨论确实可以加大两个群体之间观点

的差距（图20-2）。

日常生活中的群体极化



图20-2

高中生讨论种族偏见时出现的群体极化。在两个种族偏见程度不同的匹配高中生群体

中，讨论加深了极化程度。谈论与种族相关的问题增强了高偏见组的种族偏见，降低



了低偏见组的种族偏见。资料来源：Data from Myers & Bishop,1970.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和观点相似的人进行交往。（看看你自

己的朋友圈就知道了。）与这些观点相似的朋友之间的日常交流是否

会强化大家共同认可的观点？这样是否会令讨厌的人变得更为可憎，

纯真的人变得更为纯真？

的确如此。斯坦福大学著名的心理学家麦科比（Maccoby，

2002）指出，男孩群体和女孩群体的性别隔离能够加强他们最初中度

的性别差异。男孩们在一起游戏时，会渐渐变得更加富于竞争性并做

出行动取向。而女孩们在一起则会越来越倾向于做出关系取向。斯凯

德和森斯坦（Schkade & Sunstein， 2003）发现，在美国联邦法庭

里，“共和党任命法官会挑选那些更像共和党的人，而民主党任命法

官则倾向于挑选那些更像民主党的人。”和观点相似的法官在一起又

会强化这种倾向。“一个共和党法官和其他两个共和党成员在一起

时，比和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民主党成员在一起时审判更保守，而民主

党法官也表现出类似的倾向。”

学校中的群体极化

现实生活中与实验结果一致的另一种群体极化现象是被教育研究

者称作的“两极分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学生群体之间最初的差

异会扩大。如果甲校大学生最初就比乙校大学生善于思考，那么这种

差异多半会随着时间加剧。类似地，和各种群体以及姊妹会的成员相

比，无党派人士更可能持自由主义的政治态度，这种差异即是在大学

生活中逐渐形成的（Pascarella & Terenzini， 1991）。研究者认为

这个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群体成员会强化他们彼此共同的态度倾

向。

社区中的群体极化



因为人们的自我隔离，极化现象也发生在社区中。 布鲁克斯

（Brooks，2005）发现，“关系脆弱的地区……吸引脆弱类型的人，

并使得人群变得更加脆弱，保守的地区……吸引保守派，并变得更加

保守。” 社区开始成为回声壁，观点流转于志趣相投的朋友之间。一

项实验研究了科罗拉多州的两个小群体，一组来自以自由主义著称的

博尔德市，而另一组则来自更偏保守主义的科泉市。群体讨论使得群

体对于全球变暖、平权运动和同性婚姻等话题的态度更趋一致。不

过，博尔德市的群体往往更为左倾，而科泉市的群体往往更为右倾

（Schkade & others，2007）。

美国最终变成分歧越来越多的国家。大比例支持一位候选人的州

（将60%甚至更多的选票投给一位总统候选人），在1976年至2000年期

间几乎翻倍（Bishop，2004）。那些刚入学大学生在政治上宣称自己

是“中间道路”的比例从1983年的60%下降到2005年的45%；相应地，

宣称自己偏左或偏右的学生比例在增加（Pryor & others， 2005）。

在学校，群聚的学生大多来自美国白人“姐妹会”和“兄弟会”以及

少数民族的学生组织，这些社会群体倾向于巩固社会认同，增加社会

群体之间的敌意（Sidanius & others， 2004）。

在实验室研究中，个体彼此自由玩耍时所表现出的竞争关系和猜

疑，往往甚于代表群体进行游戏（Winquist & Larson， 2004）。在

实际的社区冲突中，想法相似的人们会逐渐联合起来，使他们共同的

倾向得以加强。在相邻团伙相互强化的过程中，犯罪团伙便产生了，

他们的成员往往具有共同的品质和敌意性人格（Cartwright，

1975）。莱肯（Lykken， 1997）总结道，“如果在你的街区住进来了

第二个无法管束的15岁少年，他们作为一个团伙所带来的破坏性可能

并不仅仅是第一个不良少年破坏性的两倍……团伙的危险性远远大于

其成员个体之和。”确实，根据维齐和梅斯纳（Veysey & Messner，

1999）的报告，缺乏监管的同龄人群体是预测社区犯罪率的最有力指



标。而且，实验发现，将未成年违法者和其他少年犯放在同一个群体

中——不出任何一个群体极化的研究者所料——会增加问题行为的发

生率（Dishion & others， 1999）。

互联网上的群体极化

电子邮件、博客和聊天室为人们寻找志趣相投的伙伴和群体互动

提供了一种潜在的新媒介。例如，在MySpace网站上就有成千上万具有

相似兴趣的群体讨论宗教、政治、爱好、轿车、音乐和任何你能想到

的主题。互联网上无数的虚拟群体使得和平主义者和新纳粹主义者、

极客（geek，技术宅男）和怪人、阴谋家和癌症患者都能找到与之具

有相同思想的人抱成团，为共同的关注、兴趣和疑问找到支持

（ Gerstenfeld ，  2003；McKenna & Bargh ，  1998 ，  2000；

Sunstein， 2001）。没有了面对面接触的非言语差异，这样的讨论会

产生群体极化吗？和平主义者是否会变得更加反战，而主张战争的成

员是否会变得更有恐怖主义倾向？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怀特教授

（Wright， 2003）指出，电子邮件、搜索引擎和网络聊天室“提供了

一种便利条件，使相同目的的人聚集起来，令分散的敌意更加明确，

也能够动员致命的武装力量。”随着宽带的普及，由互联网产生的极

化也越来越多，他推测，“（恐怖分子）是否都看过拉登的招兵视

频？它们非常有效，利用宽带网就能更方便地抵达目标人员。”据海

法大学的分析，恐怖主义的网站——从1997年的12个发展到2005年末

约4700个——要比所有网站的增长速度还快四倍多（Ariza，

2006）。

恐怖组织中的群体极化

在对全世界的恐怖组织进行分析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麦考

利和西格尔教授（McCauley & Segal， 1987；McCauley， 2002）指

出，恐怖主义并不是突然间爆发的，而是拥有相同不满情绪的人们走



到一起产生的。他们摆脱了缓和因素的影响，彼此之间相互交流，逐

渐变得更加极端。社会放大器将信号变得更为强烈，其结果，个体成

员表现出了在远离群体时决不会做的暴力行为。

举例来说，“9·11”恐怖事件就是由一群有共同目的的人在长期

互动的过程中产生的极化效应造成的。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的专家

称，成为恐怖分子的过程可能就是把个体和其他信念系统隔离开，使

潜在的目标失去人性，而且令其不能容忍任何异议（Smelser &

Mitchell， 2002）。随着时间的推移，群体成员开始将世界分为“我

们”和“他们”两类（Moghaddam， 2005; Qirko， 2004）。以色列

特拉维夫大学的麦若瑞教授（Merari， 2002）是一位中东和斯里兰卡

自杀式恐怖主义的研究者，他认为制造自杀式恐怖事件的关键因素就

是群体过程。“据我所知，还从未出现过因个人一时的兴致而导致的

自杀性事件。”

根据对沙拉菲圣战组织（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包括基地组

织）的恐怖分子的分析，70%的人加入时都移居在国外。他们移居国外

以后，在当地寻找工作或接受教育，变得更关注自己的穆斯林身份，

并常常活动于清真寺，与其他客居国外的穆斯林往来，有时应募加入

很小的群体，这些群体为他们提供“相互的情感和社会支持”以及

“发展共同的认同”（Sageman， 2004）。

同样，大屠杀也是群体现象。这种暴力都是杀人者相互怂恿而逐

步加剧的群体现象（Zajonc， 2000）。波斯特（Post， 2005）在访

谈了很多被控诉的恐怖分子后指出，个体一旦处于“恐怖主义群体的

高压之下”，就很难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长期来看，最有效的反

恐政策是首先控制恐怖组织的征募活动。”

对极化的解释



为什么群体会形成比个体成员的平均观点更为夸大的观点呢？研

究者们希望通过解决群体极化的谜题来为此提供思路。解答小谜题有

时候会为大谜题提供线索。

在提出的几种群体极化理论中，有两种理论已为科学实验所证

实。其中一种着重于讨论中所提出的观点，另一种着重于群体成员如

何看待他们自己和其他成员。第一种观点是信息影响（由于接受了事

实的证据而产生的影响）的例证。而第二种观点是规范影响（基于人

们希望被他人接受或敬仰的愿望而产生的影响）的例证。

信息影响

从最受支持的解释出发，群体讨论可以产生一系列观点，而大多

数观点都和主导性观点一致。那些对群体成员而言就算是一般常识的

观点也会进入讨论，这些观点即使没有提及，也会影响讨论（Gigone

& Hastie， 1993；Larson & others，1994；Stasser， 1991）。其

他观点也许会包含一些群体成员在此之前并没有考虑到的具有说服力

的观点。当讨论作家海伦时，也许有人会说：“海伦应该着手去做，

因为她几乎不会有什么损失。如果她的长篇小说失败了，她仍然可以

像从前那样去写通俗的西部小说。”这样的说法通常是将提出者的观

点和他的立场放在一起。但是如果人们不了解他人的特定立场而只是

听到相关的观点，他们仍然会改变自己的立场（Burnstein &

Vinokur， 1977；Hinsz & others， 1997）。观点就其本质而言也很

重要。

规范影响

第二种对极化的解释涉及与他人的比较。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费

斯汀格（Festinger， 1954）在其极具影响力的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理论中提出，我们人类希望能对自己的观点和能力做出

评价，为此我们可以将自己的观点与他人比较。我们常常被“参照群



体”中的人们所说服（Abrams & others， 1990；Hogg & others，

1990）。所谓参照群体就是与我们相一致的群体。而且，当我们发现

其他人和自己持有相同观点时，为了使其他人喜欢我们，我们会将观

点表达得更为强烈。

如果我们要求人们预测在类似海伦困境一类的问题上其他人的反

应方式（就像我之前要求你们去做的那样）时，他们通常会表现出人

众无知（pluralistic ignorance）：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其他人会在多

大程度上支持社会普遍认同的倾向（在这个例子中，是指写长篇小

说）。即使成功的机会只有4/10，一个典型有代表性的参与者也会建

议海伦写那部长篇小说，而且他估计其他大部分的人都会选择5/10或

6/10。（这个发现使我们想起了自利偏差：人们倾向于认为自己要好

于社会普遍所希望具有的特质和态度。）当开始讨论时，大部分人都

发现自己的观点并没有想象的那样出众。事实上，其他一些人比自己

更为超前，对于写小说这件事采取了更为坚定的立场。于是他们不再

受群体规范的错误约束，而是自由地更加强烈地表达自己的偏好。

或许你能回忆起曾经有一次你和其他人都希望外出游玩，但是你

们每个人都害怕迈出第一步，以为其他人可能对此并没有兴趣。这样

的人众无知会阻碍人际关系的发展（Vorauer & Ratner， 1996）。

又或许你会回忆起曾经有一次在一个群体中，你和其他人都很拘

谨地沉默着，直到某个人打破沉默说道：“嗯，坦白说，我认

为……”于是很快地，你们都惊讶地发现，原来大家都强烈地支持彼

此所认同的观点。有时，当教授问大家有什么疑问时，没有人会做出

反应，因为每个学生都怕别人以为他或她是惟一一个没听懂的人。所

有人都认为自己保持沉默是害怕出丑，而别人保持沉默是因为他们已

经听懂了教授的讲解。



这种社会比较理论引发了一系列的实验，在这些实验中人们面对

的是他人的立场而不是观点。这大致上类似我们阅读一个民意测验的

结果或是选举的最终结果时的体验。如果人们了解了他人的立场——

在没有讨论的情况下——那么他们就会改变自己的反应来迎合一个被

社会认同的立场（Myers， 1978）.这种基于比较的极化效应通常没有

现场讨论所产生的极化效应那么强烈。但是，令人吃惊的是，人们并

不是简单地向群体平均值靠拢，而是比其更胜一筹。

仅仅了解了他人的选择也会产生随大流效应，从而创造出一鸣惊

人的歌曲、书籍和电影。社会心理学家（Salganrik & others，

2006）用实验考察了这一现象，招募14 341名互联网参与者收听没听

过的歌曲，如果他们愿意还可以下载。研究者随机给一些参与者安排

了一种情境，即披露了先前参与者选择下载的歌曲。结果发现，在获

得此一信息的参与者之中，流行歌曲变得更加受欢迎，而不流行的歌

曲变得更不受欢迎。

群体极化的研究表明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复杂性。尽管我们十分希

望对某种现象的解释能尽量简洁，但一种理论很少能解释所有的数

据。由于人类的复杂性，常常会有多个因素影响最终结果。在群体讨

论中，有说服力的论点往往决定了那些涉及事实的问题（“她是否为

自己所犯的罪行感到愧疚？”）。而社会比较会影响那些涉及价值判

断的反应（“她应该被判多长时间的徒刑？”）（Kaplan， 1989）。

在很多既涉及事实又涉及价值判断的事件中，这两个因素会共同起作

用。发现其他人具有和自己相同的感受（社会比较）会使每个人暗自

赞成的那些观点（信息影响）被释放出来。

群体思维



我们前面讨论的社会心理学现象是否同样会发生在公司董事会或

者总统内阁这样复杂的群体中呢？他们是否会出现自我合理化行为？

或者自利偏差？那种有凝聚力的“我们的感受”是否会引起从众或是

拒绝异议的行为？公开承诺是否可以抗拒改变？是否存在群体极化现

象？社会心理学家贾尼斯（Janis， 1971， 1982）想知道这些现象是

否能帮助解释20世纪的美国总统及其顾问所做出的群体决策。为此，

他分析了几次惨败的决策过程：

● 珍珠港。1941年12月的珍珠港偷袭事件使美国也加入了第二次

世界大战，事件发生之前的几个星期，夏威夷的军事指挥收到了一条

可靠的消息：日本计划袭击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某个军事据点。之后军

事情报失去了与日本航空母舰的无线电联系，那时航空母舰正径直朝

夏威夷前进。空中侦察队本来应该能侦察出航空母舰的位置或者至少

发出几分钟的警报。但是自以为是的司令们完全无动于衷。结果是：

直到日军开始对这个毫无防备的基地发动袭击，警报才被拉响。袭击

后美军损失了18艘舰艇、170架飞机以及2 400位军人的生命。

● 猪湾事件。1961年，总统肯尼迪及其顾问们试图用1 400名由

中央情报局（CIA）训练过的古巴流亡者来袭击古巴，以此推翻卡斯特

罗政权。几乎所有的袭击者都被杀或是被抓获，美国颜面尽失，而且

古巴与苏联更为团结了。在得知后果以后，肯尼迪大呼：“我们怎么

做出了如此愚蠢的事呢？”

● 越南战争。在1964~1967年期间，由总统约翰逊及其政治顾问

组成的“周二午餐团”决定扩大对越南的战争，因为他们预测美国的

空中轰炸、空降以及搜索捣毁任务会迫使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接受和

谈，而越南共和国人民出于感激也会支持和谈。尽管政府的情报专家

以及所有美国的盟国都对他们提出警告，但他们还是继续将战争扩大

化。这场灾难使58 000多美国人和100万越南人丧生，美国人变得极端



化，总统被迫下台，庞大的财政赤字加速了20世纪70年代的通货膨

胀。

贾尼斯认为酿成这些大错的原因是由于在群体决策中人们为了维

护 群 体 和 睦 而 压 制 异 议 ， 他 把 这 种 现 象 称 为 群 体 思 维

（groupthink）。在群体工作中，同志式的友情可以提高生产率

（Mullen & Copper， 1994）。而且，团队精神有助于鼓舞士气。但

是在决策时，紧密团结的群体可能反而不利。贾尼斯认为产生群体思

维的温床包括：

● 友善的、凝聚力强的群体；

● 对异议的相对排斥；

● 从自己的喜好出发做决策的支配型领导。

在计划那次不幸的猪湾袭击时，刚刚当选的肯尼迪总统和他的顾

问们高兴地组成了一个极有团队精神的队伍。而对这次计划十分关键

的反对观点都被压制或是排除了，总统本人很快就对这次袭击表示了

认同。

群体思维的症状表现

从历史记录以及参与者和观察者的回忆来看，贾尼斯列出了8条群

体思维的症状表现。这些症状集中反映了对异议的排除，表面上看来

就是群体成员在遇到威胁时，会努力保持他们的积极群体感（Turner

& others， 1992， 1994）。

前两条群体思维症状表现往往导致群体成员高估群体的力量和权

利：



● 无懈可击的错觉。贾尼斯所研究的群体都表现得过分自信，以

至蒙蔽了眼睛，看不到危险警报。当珍珠港的海军总指挥基梅尔得知

他们已经失去与日本航空母舰的无线电联系后，他还开玩笑说，或许

日本人打算绕檀香山转一圈。事实上，日本人确实这样做了，但基梅

尔对这种想法的嘲讽使人们认为这不可能是事实。

● 群体道义毋庸置疑。群体成员接受了其所在群体内在的道义，

却忽略了伦理和道义上的其他问题。肯尼迪等人知道基辛格顾问和富

布赖特议员对于袭击一个小小的邻国在道义上持保留态度，但整个群

体从没接纳或讨论过这些道义上的疑虑。

群体成员还会在想法上变得越来越接近：

● 合理化。群体以集体投票将决策合理化的方式来减少挑战。比

起自省和重新考虑以前的决定，约翰逊总统的周二午餐团花了更多的

时间来使扩大战争的决策合理化（对其进行解释和找出合理的理

由）。每个行为都变成了掩饰和合理化。

● 对对手的刻板印象。陷于群体思维的人们往往会认为自己的对

手不是太难于协商，就是太弱小愚蠢，以至于难以抵抗他们的计划。

肯尼迪等人自认为卡斯特罗的军事力量很薄弱，其支持势力也很弱，

因此仅仅一个旅就能推翻其政权。

最后，群体会受制于追求一致性的压力：

● 从众压力。群体成员会抵制那些对群体的设想和计划提出疑问

的人，而且有时候这种抵制并不是通过讨论而是针对个人的嘲讽来实

现。有一次，当约翰逊总统的助理莫伊斯抵达会场时，总统嘲笑他

说：“噢，‘阻止爆炸的先生’来了呀！”面对这样的讥讽，很多人

都选择了从众。



● 自我审查。由于异议往往会令人不舒服，而且整个群体似乎表

现出一致性，所以人们往往会将自己的疑虑压制下来。在猪湾事件之

后的几个月，施莱辛格（Schlesinger, 1965, p.255）自我谴责说，

他在“内阁进行的那些重要会议中保持了沉默。即使提出反对意见也

无济于事，我仍将被人们厌恶，这样的念头压倒了我的愧疚感。”

● 一致同意的错觉。不要去破坏一致性的自我潜意识压力会导致

一致同意的错觉。而且，表面上的一致性更坚定了群体的决策。这种

表面上的一致性在上述的三次大失误中十分明显，在其他群体决策失

误也是如此。希特勒的顾问斯皮尔（Speer， 1971）把希特勒周围的

氛围描述为：从众的压力压制了一切异议。异议的缺乏造成了一致同

意错觉：

在正常的氛围中，背离事实的人们会很快被拉回正轨，因为他们

会受到周围人的嘲弄或批评，这样他们就会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而在

第三德意志帝国，没有这样的矫正机制，尤其是对那些身处社会高层

的人们而言。相反，每个人的自我欺骗都被放大了，就好像是身处一

个摆满哈哈镜的大厅里，人们脱离了残酷的外界，梦幻世界般的图景

被反复强化。在那些镜子里，除了不断复制的自己的脸以外，就什么

也没有了。外界没有什么因素能干扰这许多不变的脸的一致性，因为

那全都是我自己的脸。（p.379）

● 心理防御。有些成员会保护群体，使那些质疑群体决策效率和

道义的信息不会对群体构成干扰。在猪湾事件之前，肯尼迪把施莱辛

格叫到一旁，告诉他“不要把话题扯远了”。国务卿腊斯克隐瞒了外

交和情报专家提出的反对袭击的警告。就这样，他们完全充当了总统

的“心理卫士”，使他不会受到相反事实的侵扰，但却无法保证决策

的正确。



图20-3

对群体思维的理论分析。资料来源：Janis & Mann, 1977, p.132.

群体思维的作用

群体思维的各种症状表现会阻止群体成员探寻和讨论相反信息以

及其他的可能性（见图20-3）。当领导主张某种观点而整个群体又排

斥异议时，群体思维可能就会产生错误的决策（McCauley， 1989）。

英国心理学家纽厄尔和拉格纳多（Newell & Lagnado， 2003）认

为，群体思维还可能解释伊拉克战争。他们指出，无论是萨达姆还是

布什，身边都有一大群和他们具有同样目的的进言者，这就迫使反对

者闭嘴，而令其只过滤支持自己假定的信息——伊拉克的假定是对入

侵者进行反抗，而美国的假定则是成功地入侵会带来短暂的和平占领

和今后长期的民主政治。

预防群体思维



不良的群体动力能帮助解释很多错误的决策，正如有时候厨子过

多往往会搞砸一锅汤。不过，在开明的领导方式下，有凝聚力的团队

精神的确有助于决策。有时三个臭皮匠真的能顶一个诸葛亮。

为了找出促进英明决策产生的条件，贾尼斯分析了两个看起来比

较冒险的成功事例：二战后杜鲁门政府为了恢复欧洲经济而实施的马

歇尔计划，以及1962年肯尼迪政府对前苏联意欲在古巴建立导弹基地

一事的处理。贾尼斯（Janis， 1982）提出预防群体思维的建议就融

合了这两大事例中很多有效的群体过程：

● 公正——不能偏向任何立场。

● 鼓励批评性评价；设置一个“魔鬼代言人”。如果能有一个真

正的反对者就更好了，这会刺激原来的想法并使群体对反对意见持开

放态度（Charlan & others， 2001a， 2001b）。

● 有时可以将群体划分成几个小组，然后再重组在一起表达不同

的意见。

● 欢迎局外的专家和伙伴提出批评。

● 在实施之前，召开被称为“第二次机会”的会议，让大家畅所

欲言。

如若采用这些步骤，群体决策可能要花费更长的时间，但最终证

明会更少犯错，也更有效。

模块21 人的力量



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说：“客观事实有轻重之分，微琐事理的

对立面显然错误，重大事理的对立面亦然。”本编社会影响的每个模

块都揭示出这样一个重大事实：社会环境具有巨大的力量。

外部强大压力的重大事实可以解释我们的行为，前提是假定我们

都像墙头草那样被动。但是，我们与墙头草不同，不会完全受所处的

情境左右。我们会行动，我们会反抗。

我们会对环境做出反应并获得环境的回应。我们可以抗拒社会情

境，有时候甚至可以改变环境。因此，“社会影响”的每个模块都会

呼吁人们关注重大事实的对立面：人的力量。

也许强调文化的力量会令我们有些不舒服。多数人反感听到任何

外部力量决定我们行为的解释，我们视自己为自由的生灵，自己行动

（至少比较好的行动）的主宰。我们担心相信文化决定论会引发如哲

学家萨特所称的“错误信念”——以指责其他人或事物来逃避自己的

责任。

事实上，社会控制（环境力量）和个人控制（个人力量）并不如

文化和生物的解释所认为的那样完全对立。从社会和个人的角度对行

为的解释都有效，因为任何时候，我们既是社会的创造物又是创造

者。我们很可能是基因和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但事实是未来即将到

来，我们的任务就是决定未来的方向。我们今天的选择将会决定明天

的环境。

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

社会情境的确会强烈地影响个体，但是个体也会影响社会情境。

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追问到底是外部情境还是内部天性（或者



说文化或进化）决定了行为，就好像追问到底是长度还是宽度决定了

房间的面积。

这种相互作用至少表现在三方面（Snyder & Ickes， 1985）。

● 特定的社会情境对人的影响通常会因人而异。由于人类心理并

不会以完全相同或客观的方式来理解现实，所以每个人都会按照自己

对情境的解释做出反应。有些人（个体及群体）更为敏感，更容易对

社会环境做出反应（Snyder，1983），比如日本人比英国人更容易对

社会期望做出回应（Argyle & others，1978）。

●  人们通常会选择自己所处的环境（Ickes & others，

1997）。假如能选择，社交型的人都会选择能引发社会交往的情境。

当你选择就读的大学时，你也在选择自己能接触到的特定社会影响。

激进的自由主义者不太可能定居在达拉斯的郊区，也不太可能参加美

国商会的会议。他们更倾向于住在旧金山或多伦多，并参加绿色和平

组织的活动。换句话说，他们会选择一个强化自身倾向的社会环境。

● 人们往往会创造自己的环境。请再回想一下我们的先入之见如

何自我实现：如果我们期望某人外向、敌对、聪明或性感，我们对待

此人的行为就会引导他按照我们的期望来行动。毕竟除了置身于环境

中的人以外，还能有什么因素构成社会情境呢？保守的环境往往是由

保守主义者创造的。女生联谊会的活动也是由其成员决定的。社会环

境和天气不一样，天气仅仅发生在我们周围。环境更像我们的家园

——我们自己创造的产物。

因此影响人的力量往往植根于个人和环境之中。所以我们既创造

我们的文化世界，也被我们的文化世界所塑造。

情境与个人之间双向的联系使我们与环境之间存在互动。我们既

是环境的产物也是环境的建筑师，两种观点都是正确的。那么是不是



哪一种说法更为明智呢？从某种角度讲，把自己视为环境的产物（否

则我们一方面会因为自己是社会的建筑师而过分骄傲，另一方面会因

为自己的问题而过分指责自己），同时把他人视为自由的行动者（否

则我们会变得过于集权而专断）比较明智。

也许，我们按照相反的方式理解会更好——把自己看作自由者，

同时关注他人受到的环境影响。这样我们看待自己时会更强调自我效

能，同时在看待他人时更多地理解他们的处境。但多数的宗教都鼓励

我们对自己负责的同时尽量少地评价他人。这难道是因为我们人类的

天性就是相反的：更多地给自己的失败找寻借口而同时却会责怪他人

吗？

抵制社会压力

社会心理学家再次提醒自己个体所拥有的力量。我们不是被动的

机器，任由外力推动；我们会根据自己的价值观采取行动，不受强加

于自身的力量影响。如果预先知道有人会强迫我们，可能甚至会促使

我们反其道而行之。

逆反

个体都珍视自己的自由感和自我效能感。所以，如果社会压力非

常明显，以至于威胁到个体的自由感时，他们常常会反抗。想一想罗

密欧与朱丽叶，两个家族的对立反而加深了他们的爱情。我们再想一

想儿童，他们常常通过叛逆父母的命令来维护自己的自由和独立。所

以精明的父母通常不会生硬地命令，而是让孩子自己选择：“到了洗

澡的时间了，你想要盆浴还是淋浴？”

很多实验研究表明（Brehm & Brehm， 1981；Nail & others，

2000），企图限制个体的自由通常会引起“事与愿违”的反从众行



为，这证明了逆反（reactance）理论（人们的确会采取行动来保护他

们的自由感）的正确性。在一次现场实验中，当周围愚蠢迂腐的同学

开始带腕带，许多学生就不带他们的腕带了（Berger& Health，

2008）。同样，当看到足球流氓也带着巴宝莉的帽子时，英国人开始

不带这种帽子，以此将自己与足球流氓区分开来（Clevstrom &

Passariello， 2006）。

逆反理论有助于我们解释年轻人的酗酒行为。加拿大药物滥用中

心（Canadian Centre on Substance Abuse， 1997）调查了18~24岁

的青年，结果表明达到法定饮酒年龄（21岁）的人在过去一年中喝醉

过的比例为69%，而不足21岁的人喝醉的比例则达77%。一项对美国56

个学校所做的调查表明，达到法定饮酒年龄（21岁）的学生中有25%是

滴酒不沾的，而21岁以下的学生中这类人的比例只有19%（Engs &

Hanson， 1989）。

坚持独特性

想象一下一个完全从众的世界，人与人完全没有区别。这样的世

界是快乐的天堂吗？如果不从众令人不适，那完全一模一样就快乐舒

心吗？

个体与周围的人差别太大时会感觉不舒服。但是至少西方文化认

为，如果个体与其他人完全一样的话，也会感觉不舒服。美国普度大

学研究者斯奈德和弗罗姆金（Snyder & Fromkin， 1980）的一项实验

表明，当人们认为自己有适度的独特性时自我感觉较好。并且他们的

行为也会维护这种独特性。斯奈德（Synder，1980）告诉参加过态度

测试的普度大学学生们，他们的“10个最重要的态度”与其他1万名学

生的态度不同，或者几乎与之完全一样。然后让他们参加一个从众实

验。那些认为自己没有独特性的参与者最有可能以不从众来维护自己



的个人特征。而且，那些“独特性需要”最高的个体受到多数派的影

响最少（Imhoff & Erb， 2009）。

社会影响和渴望独特还表现在美国人给婴幼儿所起的名字上。追

求新异名字的人们，却常常碰巧取了相同的名字。2007年在10大流行

的女孩名字中有伊莎贝拉（2）、麦迪逊（5）和奥利维娅（7）。美国

记者和畅销书作家佩姬·奥伦斯坦（Orenstein， 2003）指出，60年

代那些想标新立异的人给自己的孩子取名为丽贝卡，以为能打破取名

的旧俗，结果发现许多人取同样的名字。“希拉里”在80年代末和90

年代初是一个很流行的名字，当希拉里·克林顿成为名人后，就显得

不那么有独特性，人们也用得少了（甚至在她的崇拜者中也是这

样）。奥伦斯坦观察发现，尽管这些名字的流行度在减弱，但在下一

代可能会重新流行。马克斯、露丝、索菲听上去好像是养老院或小学

的花名册。

把自己视为独特的个体，也表现在人们的“自发性自我概念”

上。耶鲁大学的威廉·麦圭尔等人（McGuire & Padawer-Singer，

1978；McGuire & others，1979）研究发现，当要求儿童“给我们介

绍一下你自己”时，他们最可能提到的是自己独有的特征。在国外出

生的孩子更可能提到他们的出生地，红头发孩子与黑发或棕发的孩子

相比更愿意提及自己的头发颜色，体重较轻和体重较重的孩子更可能

提及自己的体重，少数民族的孩子更可能提及自己的民族。

同样，与异性相处时我们会对自己的性别更敏感（Cota & Dion，

1986）。有一次，我去参加美国心理学会的会议，恰巧其他10位参会

者都是女性，我立刻意识到了自己的性别。第二天结束时，我们休息

了一会儿，我开玩笑说，我去洗手间时排队的队伍最短，这才引起邻

座的女性注意此前未曾意识到的事：这一群体的性别构成。



麦圭尔认为其中的道理就是，“只有当个体与众不同时，才会意

识到自我。”因此，“如果我是一群白人女性中的一位黑人妇女的

话，那么，我往往会认为自己是一个黑人；而如果我转到了黑人男性

群体中，那么我的黑皮肤就没有那么突出了，我更会意识到自己是一

位女性”（McGuire & others， 1978）。这种洞察力有助于解释为什

么在非白人环境中长大的白人会更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白人身份，为

什么同性恋者比异性恋者更能意识到自己的性取向，为什么少数派群

体更容易意识到自己的独特性，以及个体所处的文化又是如何与独特

性发生关联的（Knowles & Peng， 2005）。由于多数族群意识不到这

种民族特点，可能认为少数民族群体过于敏感。我偶尔会客居苏格

兰，在那里，我的美国口音使我成为一个外国人，我清醒地意识到我

的国籍，也对其他人对此的反应非常敏感。

就算两种文化非常相似，人们仍然会注意到彼此的差别，无论多

么微小，甚至非常细微的差别也会引起歧视和冲突。英国著名作家乔

纳森·斯威夫特在《格列佛游记》中以小人国两大派系斗争的故事讽

刺了这一现象。小人国里的小人因为非常小（身高15厘米）所以总是

碰到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两派的区别是：一派认为水煮蛋该从大的

一端剥开，而另一派则认为该从小的一端剥开。放眼全世界，苏格兰

人与英国人、塞尔维亚人与克罗地亚人，或天主教徒与北爱尔兰新教

徒之间的差别看来并不大。但是，小小的差别有时却意味着强烈的冲

突（Rothbart& Taylor， 1992）。当两个群体非常相像时，冲突往往

也最为紧张。

所以，虽然我们并不喜欢太过于离经叛道，然而讽刺的是，我们

所有人都希望能与众不同，并热衷于特立独行（虽然你是独特的，但

你也与他人有相似之处）。但是自利偏差的研究表明，我们追求的不

仅是独特性，而且是符合道德规范的独特性。我们所追求的独特性不

仅要与众不同，而且要好于众人。



少数派的影响

我们会看到：

● 文化背景塑造了我们，但我们也帮助创造并选择了这些背景。

● 从众压力有时会战胜我们更好的判断，但公然的压力会激起逆

反心理，从而坚持自己的个性与自由。

● 说服的力量确实很强，但我们可以通过公开承诺和预估说服的

感染力来抵制被说服。

最后，我们将讨论个体如何影响他们所在的群体。

大部分社会运动最初都是由一小部分人主导，最终才变成多数人

的运动。爱默生写道：“所有的历史都是记录少数派甚至一个人单打

独斗力量的历史。” 想想哥白尼、伽利略、马丁·路德·金和苏珊·

安东尼。美国民权运动也是由一名美国黑人妇女帕克斯点燃的，她在

阿拉巴马蒙哥马利的一辆公共汽车上，拒绝让出自己的座位。科技发

展史也是由一小部分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所谱写的。正如富尔顿改良他

的轮船——“富尔顿的愚行”——后所忍受世人的嘲笑：“在我的道

路上从没有任何鼓励的评论、明朗的希望和温馨的祝愿”（Cantril &

Bumstead，1960）。事实上，如果少数人的观点从来都没能占上风，

历史将是一潭死水，什么也不会改变。

什么因素能使少数派具有说服力？施莱辛格为使肯尼迪等人考虑

他对袭击猪湾的质疑，又该做些什么？由法国巴黎大学心理学教授莫

斯科维斯（Serge Moscovici）在巴黎进行的实验证实了少数派影响的

几大决定因素：一致性、自信和背叛。



（注：这里的“少数派的影响”是指少数派的观点，而非指民族

中的少数派。）

一致性

比起摇摆不定的少数派，那些坚持自己立场的少数派更具有影响

力。莫斯科维斯及其助手（Moscovici， 1969， 1985）发现，如果少

数人一致认为蓝色幻灯片是绿色的，那么占大多数的成员偶尔也会表

示赞同。但如果这少部分人摇摆不定，认为其中1/3的蓝色幻灯片是蓝

色的，而其他的是绿色的，那么事实上多数派中没有一个人会同意

“绿色”。

实验表明，经验也证实，不从众，特别是一直坚持不从众，结果

往往很痛苦。成为一个群体中的少数派也会让人很不舒服（Levine，

1989; Lucken & Simon，2005）。这可以用于解释少数派缓慢效应

（minority slowness effect），即相对于多数派，少数派往往更慢

地表达他们的观点（Bassili， 2003）。如果你决定做爱默生所说的

一个人的少数派，你必须准备好接受嘲弄，特别是你所提出的观点与

大多数人息息相关，并且群体正试图就某一问题达成一致（Kameda &

Sugimori，1993；Kruglanski & Webster， 1991；Trost & others，

1992）。人们或许会认为你提出异议是由于心理反常（Papastamou &

Mugny， 1990）。当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心理学教授内梅斯

（Nemeth， 1979）将两个人安排在一个模拟陪审团中，并让他们反对

大多数人所提的意见时，这俩人确实变得不受欢迎。

尽管如此，多数派公认这两人的坚持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能促使

他们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相比多数派影响常激发不假思索的同意，

少数派影响会激起更深刻的讨论，并且会提升创造力。（Kenworthy &

others， 2008；Martin & others，2007， 2008）。



拥有不同种族朋友或者处于多种族讨论群体之中的大学生，过分

简单的思维更少（Antonio & others， 2004）。自己群体内产生的异

议，会使人们获得更多的信息，以新的思路思考问题，并且常常会做

出更好的决策（Page， 2007）。内梅斯认为，个体并不需要通过辩赢

朋友来影响他人，他引用王尔德的话说：“我们不喜欢任何类型的争

论；它们庸俗但又常令人信服。”

一些成功的公司已经认识到创新有时候是由少数派的观点引起，

然后可以带来新思想，同时也激励同事们用一种新的方式思考问题。

以崇尚“尊重个体的原创力”而闻名的3M公司就鼓励员工进行大胆的

想象。报事贴便笺纸就是3M公司的化学家西尔弗尝试创制强力胶失败

的产物。3M公司的另一位化学家弗赖伊在没能用小纸片给自己的赞美

诗集作记号的时候，就想到“需要一种边缘有贴纸的书签。”即使这

样，最终还是这些少数派的观点赢得了挑剔的市场（Nemeth，

1997）。

自信

一致性和坚持性是自信的表现。而且，内梅斯和瓦赫特勒

（Nemeth & Wachtler，1974）报告说，少数派表达自信的任何行为

——例如坐在席位的上座——都会使多数派产生自我怀疑。通过坚定

有力的行为表现，少数派明显的自我支持会促使多数派重新考虑他们

的立场。当事关观点而非事实时，尤其如此。意大利帕多瓦大学的心

理学教授马斯及其同事（Maass & others， 1996）的研究表明，在关

注事实（“意大利大部分的原油是从哪个国家进口的？”）的时候，

少数派的说服力没有其关注态度（“意大利大部分的原油应该从哪个

国家进口？”）的时候强有力。

背叛多数派



坚持己见的少数派会打破任何的一致同意错觉。当少数派对多数

派的判断力提出质疑后，多数派的成员往往能更加自由地表达他们自

己的疑虑，甚至会倒向少数派的立场。可是你知道对于一名孤独的背

叛者，一开始同意多数派的观点，重新思考后提出异议，情况会如

何？莱文（Levine， 1989）研究匹兹堡大学的学生发现，如果少数派

中的某个人是从多数派中投奔过来的，那么他会比那些自始至终居于

少数派的人更有说服力。内梅斯发现，与《十二怒汉》的情节不同，

在她的模拟陪审团实验中，一旦开始出现背叛行为，其他人常常也会

紧紧追随，产生滚雪球效应。

这些加强少数派影响的因素是否只对少数派起作用呢？纽约大学

的心理学教授沃尔夫等人（Wolf & Latane， 1985；Wolf， 1987）以

及克拉克（Clark， 1995）认为并非如此。他们指出，同样的社会力

量对多数派和少数派都同样起作用。信息影响（通过有说服力论据）

和规范影响（通过社会比较）同时可以增强群体极化和少数派影响。

如果一致性、自信和背叛能使少数派得到加强，那么这些变量也能加

强多数派。任何立场的社会影响力取决于它的力量、即时性以及支持

者的数量。

马斯和克拉克（Maass & Clark， 1984， 1986）同意莫斯科维斯

的观点，但是，他们认为少数派更可能使人们发生转变而接受他们的

观点。莱文和莫兰（Levine & Moreland， 1985）分析了群体的时间

进化过程，总结出群体的新成员与老成员表现少数派影响的方式有所

不同。新成员通过引发他人对他们的关注，以及在老成员中引起群体

知觉来施加影响。而老成员通常能够较为自由地表达异议或是实施领

导。

在强调个体对群体影响的同时，还存在这样一种有趣的现象。直

到最近，这种少数派能够动摇多数派的观点其本身就是社会心理学领

域少数人的看法。尽管如此，通过不懈而有力地提出这种观点，莫斯



科维斯、内梅斯、马斯、克拉克和其他人已经说服了群体影响研究中

的多数人：少数派影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而且这些少数派影响

的研究者们对这一领域产生兴趣的原因也许并不会让我们吃惊。马斯

（Maass， 1998）成长在二战后的德国，在听完祖母对法西斯的描述

后，她对少数派如何影响社会变革产生了兴趣。内梅斯（Nemeth，

1999）对此产生兴趣是源于当她作为访问教授在欧洲与“泰菲尔和莫

斯科维斯一起工作”的时候。“我们三个都是‘局外人’——我是一

名在欧洲的美籍罗马天主教女性，她们两个都是在二战中活下来的东

欧犹太人。对价值观的敏感性以及为了少数派意见的抗争研究成了我

们的主要工作。”

领导是否属于少数派影响

1910年，挪威人和英国人开始了前往南极的宏伟之旅。由探险家

阿蒙森有效领导的挪威人成功地到达了南极。而英国人由于斯科特领

导无方而没能成功，斯科特和三名队员遇难。阿蒙森形容领导

（leadership）就是特定个体动员和引导群体的过程。美国政治评论

家金斯利（Kinsley， 2003）观察到，布什在职期间的行为就显示了

“个人的力量”，“在布什指称萨达姆是个严重的威胁并需要被驱逐

之前，人们并没有这种想法。或许你可以用很多词汇描述这种情况，

但‘领导’必然是其中之一。如果真正的领导是指能够带领人们去他

们不想去的地方，那么布什的确证实了自己是个真正的领导者。”

有些领导是正式任命或选举产生的，而有些是在群体交流中非正

式地产生的。怎样能产生好的领导往往取决于情境——领导工程队的

最佳人选可能并不是销售队伍的好领导。有些人能出色地担任任务型

领导（task leadership）——组织工作、设置规范、聚焦于目标的实

现。而另一些人能出色地担任社会型领导（social leadership）——

建立团队、调解矛盾、表达支持。



任务型领导通常是支配型的——如果领导能够睿智地发出指令就

能很好地完成工作（Fiedler， 1987）。由于是目标取向的，这样的

领导会将群体的注意力和努力都放在任务上。实验表明，特定的、有

挑战性的目标再加上周期性的进程报告会促进高成就的实现（Locke &

Latham， 1990）。

社会型领导通常具有民主风格——他们代表了权威，接纳团队成

员的意见，并且像我们看到的那样，能避免群体思维。很多实验表明

这种领导风格有利于鼓舞士气。群体成员在参与决策时通常表现出更

高的满意度（Spector， 1986；Vanderslice & others， 1987）。如

果对员工们的任务加以控制，他们也会更受鼓舞去获取成就

（Burger， 1987）。

一度流行的“伟人”领导理论——所有的优秀领导都具有某些特

质——被人们抛弃了。现在我们知道，有效的领导风格会随情境而改

变。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的下属可能会讨厌任务型领导，但不知道的下

属或许会欢迎。但是最近，社会心理学家们又开始关注，是否可能存

在某些品质是很多情境下的优秀领导都共有的（Hogan & others，

1994）。英国社会心理学家史密斯和泰博（Smith & Tayeb，1989）报

告说，在印度、伊朗和中国台湾地区进行的研究，都发现在矿区、银

行和政府办公室的优秀主管在任务型和社会型领导上的得分都很高。

他们既主动关注工作的进展，同时对下属的需要也很敏感。

研究还表明，许多实验室群体、工作团队和大型公司的有效领导

都表现出了能令少数派观点具有说服力的行为。这样的领导靠不懈坚

持自己的目标来赢得信任。他们常常流露出自信的领导气质来赢得下

属的忠诚（Bennis， 1984；House &Singh， 1987）。具有领导气质

的领导们通常对所期望的事件有一种引人注目的洞察力，能用简单明

晰的语言与其他人就此进行交流，并有足够的乐观精神和团队信念来

使他人信服自己。



研究者在对50个荷兰公司的分析中发现，在士气最高的企业里的

行政总裁最能激发他们的同事“为了集体超越自身利益”（de Hoogh

& others ，  2004 ） 。 这 种 领 导 风 格 —— 转 变 型 领 导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激励他人认同并承诺完成团队

工作任务。转变型领导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有魅力、充满活力、自信而

且外向的，他们通常会阐明他们的高标准，激励人们分享他们的愿

景，并提供人际关注（Bono & Judge， 2004）。在组织中，这类领导

风格最经常的结果是形成参与度高、相互信任的和有效率的工作团队

（Turner & others， 2002）。

事实上，群体也会影响他们的领导。有时候，那些站在群众最前

方的人已经察觉到了事态的走向。政治候选人知道怎样从民意测验中

得知民众的态度。能够代表群体观点的人更有可能被选为领导；而一

个过于偏离群体规范的领导往往会被抵制（Hogg & others，

1998）。明智的领导通常与多数派站在一起，并且谨慎地施加自己的

影响。尽管如此，有效的个体领导有时会通过动员和引导群体力量来

施加少数派影响。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著名的心理学家西蒙顿

（Simonton， 1994）指出，在个别的情况下，适当的特质与适当的情

境相匹配，可以产生出改写历史的伟大人物。丘吉尔、撒切尔、托马

斯·杰斐逊、马克思、拿破仑、林肯或马丁·路德·金等伟大人物的

诞生，都需要有恰当的人恰当的地点和恰当的时间。当才智、技术、

决心、自信和社会领导气质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并遇上难得的机会，

那结果就会是冠军、诺贝尔奖或是社会革命。

[1] 该项目构思于我自己的研究，它举例说明了斯托纳所提出的决策两难情境的种类。



第四编 社会关系

在探索了我们如何研究社会心理学（第一编），我们如何思考（第二编）和如何彼此

影响（第三编）之后，现在，我们来考察社会心理学的第四个层面——我们彼此是如何联系

的。我们对待他人的情感和行为有时是消极的，有时是积极的。

即将谈及的“偏见” “攻击性”和“冲突”等模块考察了人际关系中丑陋的方面：

为什么我们讨厌，甚至互相鄙视？我们在何时会彼此伤害？原因又是什么？

在随后的“冲突解决”“吸引与亲密”以及“利他”等模块中，我们探讨了社会关系

中好的方面：如何正义而友善地解决社会冲突？为什么我们会喜欢或者爱上特定的人？何时

我们将会帮助他人？

最后，在模块31中我们提出，面对人口激增、资源消耗和气候变化而产生的生态恶

化，社会心理学应该为改变生态屠戮做出应有的贡献。

模块22 偏见的影响范围

偏见以多种形式显现——喜欢自己的群体和不喜欢其他一些群

体。

思考以下例子：

● 宗教。在伊拉克战争与“9·11”事件之后，10个美国人中有4

个承认他们对穆斯林人有偏见。而且在西欧有将近一半的非穆斯林人

士对穆斯林人有负面的印象（Pew，2008；Saad，2006；Wike &

Grim，2007）。而在约旦、土耳其、埃及甚至是英国的穆斯林人对西

方人的看法也是负面的，认为西方人“贪婪”而且“缺乏道德”。

● 肥胖。在寻求爱情或工作时，肥胖者，尤其是超重的白人妇

女，前途黯淡。在若干相关的研究当中，肥胖者结婚的更少，只能获

得初级的或不大好的工作，收入也更低（Swami &others， 2008）。



在实验研究中（让其中的一些人扮成肥胖者），他们被认为缺乏魅

力，不太聪明，不太快乐，缺乏自我修养，不够成功（Gortmaker &

others， 1993；Hebl & Heatherton， 1998；Pingitore & others，

1994）。事实上，体重歧视明显超过了种族或性别歧视，它表现在职

业的每一个阶段中——雇用、工作安排、晋升、薪酬、奖惩和解雇

（Roehling，2000）。对超重的人的负面印象和歧视可以解释为什么

肥胖的女性和男性很少（与他们在普通大众中的人数相比）成为大公

司的CEO（Roehling & others，2008， 2009）。

● 性取向。很多年轻的同性恋者——一项英国的全国调查中三分

之二的同性恋中学生——报告说曾遭到过非同性恋者的欺辱（Hunt &

Jensen，2007）。而且，在英国有五分之一的成人女同性恋者和男同

性恋者报告曾受到暴力的惩罚或者人身攻击（Dick， 2008）。在美国

的一项调查中，20%的同性恋者和双性恋者曾经历过财产或人身的攻

击，仅仅因为他们的性取向，并且一半的人曾受到言语攻击（Herek，

2009）。

● 年龄。人们对老年人的印象通常是脆弱、缺乏能力的，并且效

率低下。这导致他们倾向于像对待孩子那样居高临下地对待老年人，

比如用儿语和老年人说话，这会使老年人觉得自己胜任感与行为能力

下降（Bugental & Hehman，2007）。

● 移民。德国人对土耳其人、法国人对北非人、英国人对西印度

人和巴基斯坦人、美国人对拉美移民的偏见正在迅速上升

（Pettigrew， 2006）。我们将看到，导致种族偏见和性别偏见的因

素同样会导致对移民的偏见（Pettigrew & others，2008；Zick &

others， 2008）。

偏见的界定



偏见、刻板印象、歧视、种族歧视、性别歧视——这些术语往往

相互重叠。让我们来澄清这些概念。上述的各种情况，正好都涉及了

对某些群体的负面评价。这正是偏见（prejudice）的本质：对一个群

体及其个体成员的负面的预先判断。

偏见是一种态度。它是情感、行为倾向和信念的某种独特结合

物。一个存有偏见的人，可能不喜欢那些与自己不同的人，行为方式

是歧视性的，并相信那些人无知而危险。与许多态度一样，偏见非常

复杂，而且可能包含某种傲慢的情感成分，这种情感起到了使对方总

是处于不利的作用。

负面评价是 偏见的标志，它经常源自被称为刻板印象

（stereotype）的负性信念。刻板印象是一种概括。为了简化世界，

我们概括出：英国人保守；美国人开朗；教授则心不在焉。

这样的概括或多或少是真实的（而且并不总是负面的）。老年人

确实更加虚弱。北半球靠南部的国家暴力事件发生率的确更高。有报

告说，这些国家中生活在南方的人的确比北方人更善于表达。就不同

性别、种族和阶层背景学生的成绩差异而言，老师们的刻板印象往往

能真实地反映现实（Madon & others， 1998）。正如贾西姆等人

（Jussim， McCauley，& Lee， 1995）指出的那样，“刻板印象可能

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可能准确，也可能不准确。”准确的刻

板印象甚至是我们所期望的。我们称其为“差异敏感性”或“多元世

界中的文化觉知”。形成英国人比墨西哥人更关心准时的刻板印象，

就是理解为使摩擦最小化，在每一种文化下该期望什么以及该如何行

动。

当刻板印象是过度概括或明显不对的时候就会出问题。假如说美

国享受福利的人大多数是非裔美国人，这一概括就有些过分，因为事

实并非如此。大学生对特定的大学生联谊会成员持有不同的刻板印象



（例如，更喜欢外语课而不是经济学，或更喜欢垒球而非网球），它

们包含了一定的事实，但却被过分夸大了。被刻板化的群体内个体间

的差异要比想象得更大（Brodt & Ross， 1998）。

偏见是一种负面态度；歧视（discrimination）是一种负面行

为。歧视行为的根源往往在于偏见态度（Dovidio & others， 1996；

Wagner & others， 2008）。一项研究为此提供了很明显的证据，研

究者向洛杉矶地区1115套空公寓的房东发去了电子邮件。在回复的邮

件中，署名为“Patrick McDougall”的回复率为89%，署名 “Said

Al-Rahman”的回复率为66%，署名为“Tyrell Jackson”的回复率为

56%（Carpusor & Loges， 2006）。

态度和行为常常是松散地联结在一起的。偏见性的态度并不一定

滋生出敌意行为，同样，并非所有的压迫都源于偏见。种族歧视

（racism）和性别歧视（sexism）是制度上的歧视举动，即使在没有

偏见意图的时候也如此。在一家全部为白人的公司里，假如面试招聘

确实排除了潜在的非白人雇员，那么，即使雇主并无歧视之意，但这

一惯例也可以称为种族歧视。

偏见：微妙形式和公开形式

偏见为我们的双重态度系统提供了最好的证据。我们对同一个目

标可以同时拥有完全不同的外显（有意识的）态度和内隐（自动的）

态 度 ， 500 项 利 用 “ 内 隐 联 结 测 量 ” 的 研 究 证 明 了 这 一 点

（Carpenter， 2008）。已有600万人在网上参与过该测验，评价他们

的“内隐认知”——你知道你不知道自己知道的内容（Greenwald &

others， 2008）。这个测验主要是测量人们联想的速度。正如我们从

“锤子”联想到“钉子”要快于从“锤子”联想到“木桶”，这个测

验可以测量出我们从“白色”联想到“好”要比从“黑色”联想到

“好”快多少。我们可能保留了小时候对某些人习惯性自动产生的恐



惧或厌恶，而他们现在变成了我们敬畏和钦佩的对象。尽管外显的态

度通过教育可能会发生巨大变化，但内隐态度会持续存在，只有我们

通过不断的练习从而形成新的习惯时才会改变（Kawakami & others，

2000）。

俄亥俄州立大学和威斯康星州大学（Devine & Sharp， 2008）、

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Banaji，2004）、印第安纳大学（Fazio，

2007 ） 、 科 罗 拉 多 大 学 （ Wittenbrink ， 2007；Wittenbrink &

others， 1997）、华盛顿大学（Greenwald & others， 2000）、弗

吉尼亚大学（Nosek & others， 2007）和纽约大学（Bargh &

Chartrand， 1999）的研究者开展的一系列实验已经证明，偏见和刻

板印象可以在人们的意识之外产生。一些上述实验通过快速闪动文字

或者面孔来“启动”（自动激活）对于种族、性别、年龄的刻板印

象，实验者在这种刻板印象的影响下可能在行为上产生偏差，而这一

过程均在意识之外。比如，参与者启动了有关非洲裔美国人的刻板印

象后，可能对研究者（故意地）恼人的要求产生更多敌意的回应。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概述了有意识的外显偏见和无意识的内隐

偏见之间的区别，接下来让我们了解一下有关偏见的两个常见形式：

种族偏见和性别偏见。

种族偏见

普天之下，每个种族都是少数群体。例如，非西班牙裔的白人仅

占全世界人口的1/5，不到半个世纪之后，该比例将会变成1/8。由于

过去两个世纪里的迁徙和移民，世界各民族现在互相融合，有时彼此

敌对，有时又友好相处。

对一位分子生物学家而言，肤色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体特征，

它受种族之间微小的基因差异所控制。而且，自然界并不按纯粹界定



的类别来区分种族。将奥巴马标定为“黑人”的是我们人类而非自然

界，尽管他的母亲是白人，同时也是我们人类将泰格·伍兹标定为

“非裔美国人”（他的祖先是25% 的非洲人），或“亚裔美国人”

（他也是25% 的泰国人和25% 的中国人），或者甚至是土著美国人或

荷兰人（各有1/8 的血统）。

多数人看到其他人身上的偏见。在1997 年盖洛普的一项调查中，

美国白人估计他们的同伴中有44% 的人偏见很深（在10 点量表上得分

为 5，甚至更高）。有多少人给自己也打高分呢？只有 14%

（Whitman,1998）。

种族偏见正在消失吗

一方面是感受到无所不在的顽固偏见，另一方面是认为自己没有

什么偏见，到底哪种认识正确？种族偏见正在成为历史吗？

种族态度可以非常迅速地发生改变。1942 年，大部分美国人赞同

“应该在公共汽车和电车上为黑人设置隔离区”（Hyman &

Sheatsley， 1956）。事到如今，这样的问题会显得稀奇古怪，因为

如此明目张胆的偏见差不多已经销声匿迹了。1942 年，不到1/3 的白

人（南部只有1/50）支持学校合并；到1980 年，支持学校合并的占到

90%。自1942 年以来的岁月是多么的短暂，即使自实施奴隶制的日子

开始算，经历的也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瞬间，因此，这种变化确实是

天翻地覆的。在英国，公开的种族偏见也骤然减少，如反对跨种族婚

姻和反对少数种族担任领导的人数急剧下降，特别是在年轻人中

（Ford， 2008）。

自20世纪40 年代以来，对非洲裔美国人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虽

然在40 年代，如克拉克等人（Clark & Clark， 1947）所指出的那

样，许多人都持有反黑人的偏见。美国最高法院在1954 年做出了历史



性的决定，宣布隔离学校违背宪法。法院当时发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

事实——当非洲裔美国儿童有机会在黑人玩偶和白人玩偶之间做出选

择时，多数人选择的是白人玩偶。在20世纪50~70 年代所进行的研究

中，黑人儿童喜欢黑人玩偶的可能性一直在增加。同时，成年黑人开

始认为在诸如智力、懒惰和可靠等特质方面，黑人与白人非常相似

（Jackman & Senter， 1981； Smedley & Bayton， 1978）。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就此得出结论，种族偏见已经在美国、英国

和加拿大这样的国家里消失了呢？ 2006 年一年当中，在有记录的仇

视犯罪案件里，7 772 名犯罪者显然仍持有偏见（FBI， 2008）。如

图22-1所示，极少数白人还存有偏见，不愿意投票给黑人总统候选

人。根据一项对投票者种族态度和政策态度的统计分析，如果没有种

族偏见的话，在2008年的总统大选中，奥巴马会多赢得6%的支持者

（Fournier & Tompson， 2008）。

图22-1

1958~2007年美国白人种族态度的变迁。阿伯拉罕·林肯幽灵般地拥抱着巴拉克·

奥巴马，形象地体现了奥巴马的名言“我们所能相信的变革”。两天之后，奥巴马

站在奴隶们用双手建造的台阶上，把手放在林肯就职典礼用过的圣经上，发表《最

神圣的宣誓》的演讲——他回忆，“也许60年前他父亲还不能在一家当地餐厅工

作”。资料来源：Data from Gallup Polls (brain.gallup.com).



那么，走向种族平等的进程究竟如何呢？在美国，白人倾向于拿

现在的情形与充满压迫的过去相比较，于是感觉到了迅速的根本性的

改变。而黑人则倾向于拿当下和他们心目中的理想世界相比较，由于

那个理想世界还没有实现，所以他们感觉到的改变相对较少（Eibach

& Ehrlinger， 2006）。

偏见的微妙形式

偏见的微妙形式比公开形式的涉及面更广。一些专家研究了人们

对黑人和白人的行为。白人对于任何需要帮助的人都是同样乐于提供

帮助的，除非需要帮助的人太不相干（比如说，有一位打错电话的

人，明显带有黑人口音，要求转达一个消息）。同样，当要求人们采

用电击来“教授”某个任务时，白人给黑人的电击并不比给白人的多

——除非他们被激怒了，或对方无法报复，或者不知道是谁干的

（Crosby & others， 1980；Rogers & PrenticeDunn， 1981）。

因此，偏见态度或歧视行为一旦能隐身于某些其他动机之后，便

可能浮现出来。在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及荷兰，微妙的偏见

（夸大种族差异、对少数民族移民不那么尊重和有好感，以臆测的非

种族理由拒绝他们）正在替代公开的偏见（Pedersen & Walker，

1997；Tropp & Pettigrew， 2005a）。一些研究者把这种微妙的偏见

称为“现代种族歧视”或“文化种族歧视”。现代偏见通常以微妙的

形式表现在我们对那些熟悉、相似以及感觉舒适的事物的偏好上

（Dovidio & others， 1992；Esses & others， 1993a；Gaertner &

Dovidio， 2005）。

现代偏见甚至表现为种族敏感性，它导致人们对被隔离的少数种

族人士反应过度——包括对他们的成功赞扬过度，对他们的过失批评

过度，以及只提醒白人学生而不提醒黑人学生学术方面可能存在的问

题（Crosby & Monin，  2007，  Fiske， 1989；Hart & Morry，



1997；Hass & others， 1991）。它同时也表现为某种怜悯姿态。例

如，肯特·哈伯（Harber， 1998）将一篇写得很糟糕的文章给斯坦福

大学的白人大学生，请他们进行评价。相对于被引导认为作者是白人

的情形而言，当大学生认为这篇文章的作者是黑人时，评定的分数相

对更高，也很少发表严厉的批评。这些评定者，或许是为了避免表现

出偏见，他们采用不那么严厉的标准，对黑人作者更宽容。哈伯指

出，这种“赞扬过度和批评不足”，可能会阻碍少数种族学生取得好

成就。

自动偏见

对于非裔美国人的自动偏见有多么广泛呢？研究者们已经在多种

情境下观察到了这种自动反应。举个例子来说，在安东尼·格林沃尔

德和他的同事（Greenwald & others， 1998， 2000）所做的巧妙实

验中，当结合黑人面孔而非白人面孔的时候，10 名白人中有9 人要用

更长的时间来认定愉快的单词（例如“和平”和“天堂”）是“好

的”。你会注意到，参与者一般几乎没有明确表示出偏见，只有无意

识、非故意的反应。不仅如此，休根伯格和博登豪森（Hugenberg &

Bodenhausen，2003）报告说，这种内隐偏见表现得越强烈的人，越容

易从黑人面孔中感知出愤怒。

批评者指出潜意识的联想可能只是印证了文化上的假设，但是没

能说明偏见的影响（偏见包括了负面的态度和行为倾向）。但一些研

究表明，内隐的偏见会改变行为：

● 在一项瑞典的研究中，针对反阿拉伯穆斯林的内隐偏见测量预

测出193家企业的雇主都不会对穆斯林名字的员工进行面试（Rooth，

2007）。



● 一项对287名医生的调查表明，那些表现出最多的内隐种族偏

见的医生最不愿为那些主诉为胸痛的黑人患者开溶栓类药品（Green &

others， 2007）。

● 一项对44名澳大利亚护士的研究表明，那些照顾吸毒者和酗酒

者的护士对这些人群的内隐偏见最大，而且在面对压力时，也最想换

工作（von Hippel & others， 2008）。

在一些情境中，自动的内隐偏见会影响一个人的生死。科雷尔及

其同事（Correll & others， 2002,2006,2007）、格林沃尔德及其合

作者（Greenwald & others， 2003）在他们各自的实验中，邀请人们

快速按按钮，“射击”或者“不射击”那些在屏幕上突然出现的人，

这些人或者手握枪械，或者手持诸如闪光灯或瓶子之类的无害物品。

参与者（其中一个研究中既有黑人也有白人）更容易误击黑人目标。

一个伦敦警察射杀了一个长相像穆斯林的人，之后的研究发现，澳大

利亚人也更有可能对穆斯林穿着的人射击（Unkelbach & others，

2008）。如果我们在潜意识中认为一个团体是有危险的，那么我们在

面对这个团体时会更容易提高我们的注意力和唤醒水平（Donders &

others ，  2008；Dotsch & Wigboldus ，  2008；Trawalter &

others， 2008）。

在一项相关的系列研究当中，佩恩（Payne，2001，2006）、贾德

及其同事（Judd & orhers， 2004）都发现，当用黑人而非白人面孔

启动时，人们想到的是枪：他们更快辨认出枪或更多地将扳手之类的

工具误认为是枪。即使在感知对方种族时没有发生偏见，在对其反应

时仍然会受到偏见的影响——人们在开枪之前或多或少需要一些线索

（Klauer & Voss， 2008）

詹妮弗和她的同事研究发现（Jennifer & others，2004），相反

的效应同样存在。人们在看到武器时，更容易把注意力放到非裔美国



人身上，这种现象使美国警察更容易把黑人判断成罪犯。这些研究有

助于解释为什么阿马都·戴罗（纽约市的一名黑人移民）被警察开枪

射击了41次，就因为他将钱包从口袋中拿出来。

研究同时发现，自动的刻板印象和有意识控制的刻板印象所激活

的脑区不同（Correll & others，2006；Cunningham & others，

2004；Eberhardt，2005）。脑成像显示，当面对最能引起厌恶感的外

群体（如吸毒成瘾者和无家可归者）时，与厌恶、回避相关的脑区活

动增加（Harris & Fiske， 2006）。这一结果显示自动偏见涉及与恐

惧有关的初级脑区，如杏仁核；而有意识控制的刻板印象与前额叶的

关系更密切，后者在这一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可能与有意识的思考有

关。我们在思考自己或自己认同的团体与思考陌生团体相比，激活的

额叶位置也不一样（Jenkins & others，2008；Mitchell & others，

2006）。

格林沃尔德和舒（Greenwald & Schuh， 1994）指出，即使是那

些研究偏见的社会科学家似乎也容易有偏见。他们选定了一些非犹太

人 姓 名 （ Erickson ， McBride ，  & others ） 和 犹 太 人 姓 名

（Goldstein， Siegel， & others），分析这些人的社会科学文章引

文中的偏见。他们分析了近30 000 条引文，其中包括17 000 条关于

偏见研究的引文，发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结果：与犹太裔作者相比，

非犹太裔作者引用非犹太裔姓名的概率要高出40%。（格林沃尔德和舒

不能确定是否犹太裔作者过度引用他们的犹太裔同行的文章，还是非

犹太裔作者过度引用非犹太裔同行的文章，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性别偏见

对女性的偏见有多普遍？我们在模块13中考察了性别角色规范，

即人们有关女性和男性应该如何行为举止的观念。这里我们关注性别



刻板印象，即人们有关女性和男性事实上如何行为举止的信念。规范

带有约定性质，而刻板印象则是描述性的。

性别刻板印象

从有关刻板印象的研究中，有两个结论是毫无疑义的：存在很强

的性别刻板印象，并且正如常常发生的那样，刻板化群体的成员也接

受这种刻板印象。男性和女性会一致认为你可以根据书的性感封面来

判断一本书。在一项调查中，杰克曼和森特（Jackman & Senter，

1981）发现性别刻板印象要比种族刻板印象更强。例如，认为两性同

样“易动感情”的男性只有22%。剩余的78% 的男性中，认为女性比男

性更易动感情的人数远远多于认为男性更易动感情的人数，其比例是

15: 1。那么女性如何看这个问题呢？她们的答案是一样的，差异不超

过1 个百分点。

要记住，刻板印象是有关一群人的概括，它们可能正确，也可能

错误，或者过度概括而偏离了事实的核心。（它们也可能带有自我实

现的性质。）我们在模块13中曾提到，普通男性和普通女性之间在社

会联系、同理心、社会权力、攻击性和性爱主动性（然而并不包括智

力）等方面确实存在某些差异。那么据此我们能否得出性别刻板印象

准确的结论呢？刻板印象有时会夸大差异，但据珍妮特·斯温

（Swim， 1994）的观察，并非总是如此。她发现宾州州立大学的学生

有关男性和女性在不安分性、非言语敏感性、攻击性等方面的刻板印

象有其合理性，比较接近于真实的性别差异。而且，这些刻板印象在

不同时期和不同文化中普遍存在。综合考察了27 个国家的数据之后，

约翰·威廉斯和他的同事（Williams & others，1999， 2000）发

现，每个地方的人都认为女性更易相处，而男性则更开朗。性别刻板

印象的持续性和普遍性，使得一些进化心理学家相信性别刻板印象反

映了天生、稳定的本质特性（Lueptow & others， 1995）。



刻板印象（信念）并不是偏见（态度）。刻板印象可能为偏见提

供支持。不过，抛开偏见而言，人们可能会赞同男性和女性“虽有差

异但彼此平等”。让我们就此来看看研究者如何探讨性别偏见。

性别态度：善意的还是敌意的

根据人们对调查研究者的陈述，针对女性的态度与人们的种族态

度一样，变化得非常快。如图22-2所示，与愿意为黑人总统候选人投

票的美国人人数一样，愿意为女性总统候选人投票的人数也逐年提

升。1967 年，56% 的美国大学一年级学生赞同“已婚女性的活动最好

限定在家庭中”；到2002 年，赞同该观点的人只有22%（Astin &

others， 1987；Sax & others， 2002）。此后，这些问题都不值得

讨论了，在2008年，保守党人士为了一件他们曾经质疑的事情而欢

呼：作为五个孩子的母亲，州长萨拉·佩林，被提名为共和党副总统

候选人。

伊格利和她的同事（Eagly & others 1991）、哈多克和赞纳

（Haddock & Zanna， 1994）也报告说，人们可能会以发自肺腑的负

面情绪来对待某些群体，但他们不会这样来对待女性。大部分人更喜

欢女性而非男性。他们感觉女性更善解人意、和蔼、乐于助人。因

此，一种有利的刻板印象导致了一种有利的态度，伊格利（Eagly，

1994）为这种有利的刻板印象起名为“女性优秀效应”（womenare-

wonderful effect）。



图22-2

1958~2007年性别态度的变化。资料来源：Data from Gallup Polls

(brain.gallup.com).

不过，性别态度往往是好恶相伴的，这是格利克、菲斯克和他们

的同事（Glick,Fiske & others， 1996， 2007）报告的结论，他们

调查了19 个国家的15 000 人。他们常常将善意的性别偏见（“女性

的道德敏感性更高”）和敌意的性别偏见（“一旦男性作出承诺，那

么她就会牢牢束缚他”）混合在一起。

“敌意”性别歧视与“善意”性别歧视之间的差异在于，后者会

发展为对他人的偏见。我们把某个群体视为竞争对手或令人喜爱的

人，但是通常不会两者兼而有之。这种社会知觉在文化上存在一般性

维度——可爱的（温和的）和竞争的——欧洲人常言道“德国人爱意

大利人，但并不敬仰他们。意大利人敬仰德国人，但并不爱他们”

（Cuddy & Others，2009）。通常，我们尊重那些地位高的竞争对

手，喜欢那些能欣然接受地位更低的人。



性别歧视

作为男性也不是万事如意。以女性相比，男性自杀或被谋杀的概

率是女性的3倍。几乎所有战场上的受害者都是男性，这使他们的平均

寿命少了5年。大多数精神迟滞或自闭症患者都是男性，接受特殊教育

项目的学生亦是如此（Baumeister， 2007；S.Pinker， 2008）。

性别偏见在西方国家是否正在迅速消失？女权运动是否已经即将

完成其使命？与种族偏见一样，公开的、堂而皇之的性别偏见已然消

亡了，但微妙的偏见依然存在。

通过对父母宣布婴儿的性别进行分析就可以看出这样的偏见

（Gonzalez & Koestner， 2005）。生了男孩的父母比生了女孩的父

母在宣布宝宝性别时更骄傲。相反，生了女孩的父母在宣布宝宝性别

时比生了男孩的父母更加开心。这似乎表明，父母在宣布性别的时

候，对于男孩是从身份角度来描述，而对于女孩则是从关系角度来描

述。

在西方国家以外，性别歧视的情况更严重：世界上未上学的儿童

当中有2/3是女孩（United Nations， 1991）。 在一些国家，歧视已

经慢慢演变成了暴力，甚至一些被强奸的人会被起诉，一些女性被泼

煤油，或者受到不满丈夫的家庭暴力（UN， 2006）

但是，对女性最大的偏见是发生在产前。就全世界而言，人们倾

向于生男孩。1941 年，美国有38% 的怀孕父母说他们如果只养一个孩

子的话，他们喜欢要男孩；24% 的人喜欢要女孩；23% 的人说他们无

所谓。到2003年，答案几乎没有变化，依然是38% 的人喜欢要男孩

（Lyons， 2003；Simmons， 2000）。随着人们广泛采用超声技术来

检测胎儿的性别，以及越来越多的堕胎可行性，这些偏好正在影响男

孩和女孩的比例。2000年中国人口统计表明，每出生100名女婴，就会



有118名男婴出生，这导致了4 000万的男性无法找到伴侣（AP，

2007a）。这些历史性的性别不平衡已经产生了社会影响，男性过多

（如边境城市、移民聚集区、矿工营地）可以预测出更高的暴力水平

和传统性别角色（Guttentag & Secord， 1983；Hvistendahl，

2008）。这些不平衡也存在于中国台湾地区（119男孩/100女孩）、新

加坡（118男孩/100女孩）和印度（120男孩/100女孩）。2001 年印度

人口统计报告指出，旁遮普省每出生100 名新生女婴就会出生126 名

男婴。最终结果就是数以千万计的“失踪女性”。

总的来说，对有色人种和女性的公然偏见已远不如40 年前那样普

遍。对于同性恋者的偏见也同样如此。然而，采用对微妙偏见敏感的

测量技术依然能检测到广泛存在的偏见。在世界上的某些地方，性别

歧视简直是致命的。因此，我们必须仔细而深入地考察偏见的社会、

情感和认知根源。

模块23 偏见之源

偏见起源于多种根源。它的产生可能源于社会地位的差异，人们

想证明这些差异是正当的，并且愿意维持这些差异。偏见也可能是我

们从小习得的，我们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了解了人与人之间的重要差

异。最后，我们的社会制度可能起到了维持和支持偏见的作用。先考

虑偏见是如何发挥作用来保护自尊和社会地位的。

偏见的社会根源

不平等的地位

记住一条原则：不平等的社会地位滋生了偏见。主人视奴隶为懒

惰的、不负责任的、缺乏抱负的，正因为他们拥有这些特点，所以他



们适合被奴役。历史学家在争论到底是什么力量造成了不平等的社会

地位。不过，一旦这些不平等业已存在，偏见就在促使那些有钱有势

的人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特权合理化。告诉我两个群体之间的经济关

系，我便可以预测群体之间的态度。

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在实行过奴隶制的地区中偏见还最

为严重。19世纪的欧洲政治家和作家们通过把被剥削的殖民地人民描

述成“劣等的”、“需要保护的”、是一种需要承受的“负担”，从

而证明帝国扩张是正当的（G. W. Allport， 1958， pp.204-205）。

40年前，社会学家海伦·迈耶·哈克（Hacker，1951）指出了有关黑

人和女性的刻板印象如何促进其社会地位低等的合理化：许多人认为

这两个群体智力低下、情绪化、未开化，对他们从属的角色“心安理

得”。黑人是“劣等的”，女性则是“软弱的”。黑人的处境正恰如

其分；女性的位置则是在家中。

里尔萨·韦西欧和他的同事（Vescio & others， 2005）探索了

上述现象的原因。他们发现，那些有权力的男性刻板地认为他们的女

性下属给予了他们许多赞赏，但资源相对较少，因而损害了她们的工

作绩效。这种良好的自我感觉使男性维持他们的权力地位。这种对女

性看似善意的歧视（暗示女性是弱者，并且需要帮助）也存在于实验

室的情境中，通过灌输一些侵入性想法，如自我怀疑、成见、自尊降

低，使得女性的认知表现变差了（Dardenne & others， 2007）。

社会化

偏见起源于不平等的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其他社会原因，包括我们

习得的价值观和态度。家庭社会化对儿童偏见有影响，这往往与母亲

对他们的教育有关（Castelli & others， 2007）。甚至儿童的内隐

种族态度反映的是父母外显的偏见（Sinclair & others， 2004）。



我们的家庭和文化向我们传递着各种信息——如何交朋友，如何开

车，如何分配家务劳动，以及谁不受信任和不招人待见。

权威人格

20世纪40年代，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研究者——其中有两位是

从纳粹德国逃离出来的——设立了一个紧迫的研究任务：揭示反犹主

义的心理根源。反犹主义影响之恶劣，导致数百万犹太人被屠杀，而

且让那么多欧洲人成为冷漠的旁观者。在研究美国成人的时候，西奥

多·阿多纳（Adorno & others， 1950）发现，敌视犹太人的人，往

往也同时敌视其他少数民族。偏见似乎不只是具体针对某一群体的态

度，而是如何对待与自己不同的人的一种思维方式。不仅如此，这些

自以为是的种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c）者普遍拥有权威人格的倾

向——不能容忍软弱，具有惩罚性的态度以及服从群体内部的权威。

这些权威人格倾向，反映在他们赞同诸如“服从和尊敬权威是孩子们

应该学习的最重要的品质”之类的陈述上。通过这些结果，阿多纳和

他的同事（Adorno & others， 1950）认为具有权威人格的个体特别

容易出现偏见和刻板印象。

权威人格的人，在孩提时代往往经历过苛刻的管束。这可能导致

他们压抑了自己的敌意和冲动，并将这些敌意和冲动“投射”到了外

群体身上。权威人格儿童的不安全感，似乎使他们倾向于特别关注权

力和地位，容易形成非对即错的僵硬思维方式，难以忍受模糊性。因

此，这类人就倾向于服从那些权力比自己大的人，攻击或者惩罚那些

地位在自己之下的人。

一些学者对该研究持批评态度，因为该研究只关注右翼权威主义

（一种在政治上以保守形式出现的权威主义——译者注），忽略左翼

的教条权威主义（激进形式的权威主义——译者注）。尽管如此，该

研究的主要结论依然成立：权威主义倾向，有时候在种族紧张局势中



有所反映，在经济衰退、社会巨变、日子变得艰难的时候，权威主义

倾向也会急剧高涨（Doty & others， 1991；Sales， 1973）。并

且，不同形式的偏见——对黑人、男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者、女性、

老人、肥胖者、艾滋病患者、无家可归者——的确可能同时存在于同

一个人身上（Zick & others， 2008）。

宗教与偏见

那些得益于社会不平等的人，在声称“人生而平等”的同时，还

需要为让各种事情维持现状而寻求合理化的辩解。除了相信是上帝规

定了现存的社会秩序，还有什么比这更有力量的理由？威廉·詹姆士

指出，对所有的残酷劣行而言，“表面的幌子都是秉承上帝的旨意”

（1902， p.264）。

几乎每一个国家的领导者，都利用宗教来使当前的秩序神圣化。

利用宗教来维护不公正，这有助于解释有关基督教这一北美主要宗教

的两个相互印证的发现：（1）教会成员比其他人表现出更明显的种族

偏见；（2）同那些表示自己的传统信仰不那么明显的人相比，那些表

示信奉传统或正统基督教的人表现出更多的偏见（Altemeyer &

Hunsberger ，  1992；Batson & others ，  1993；Woodberry &

Smith，1998）。这让我们好奇：到底是信奉宗教导致了偏见，还是偏

见诱发人们去信奉宗教？抑或者是某种潜在的因素，如缺乏教育，导

致了这两种结果？

如果的确是宗教信仰导致偏见，那么越虔诚的教会成员偏见就越

深。但另外三个研究一致表明事实并非如此。

● 在教会成员中，同偶尔去教堂的人相比，虔诚的信徒在26 次

对比中有24次显示出较少的偏见（Batson & Ventis， 1982）。



● 奥尔波特和罗斯（Allport & Ross， 1967）发现，相对那些

将宗教视为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的人而言（他们会认同这样的陈述：

“我对宗教感兴趣，主要是因为做礼拜是件令人愉悦的社会活

动”），那些以宗教本身为目的的人（例如，他们会认同这种陈述：

“我的宗教信仰真的是我为什么这么生活的理由”）表现出较少的偏

见。而且，在盖洛普的“宗教承诺”指数中得分高的人，更欢迎其他

种族的人做邻居（Gallup & Jones， 1992）。

● 新教牧师和罗马天主教牧师比普通人更支持民权运动。1934

年，德国45% 的神职人员与组织起来反对纳粹统治的认信教会结盟

（Reed， 1989）。

那么，宗教和偏见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答案取决于我们如何提

问。如果我们将宗教虔诚定义为教会成员或至少在表面上认同传统信

仰的意愿，那么越虔诚的人就怀有越多的种族偏见。顽固分子往往借

助宗教使其固执合理化。可是，如果我们以其他几种方式来评价宗教

虔诚的程度，那么越虔诚的人则持有越少的偏见——因此，现代民权

运动具有宗教的根基，该运动的领导者当中有许多基督教牧师和基督

教新教牧师。正如戈登·奥尔波特所总结的那样：“宗教的作用显得

自相矛盾。它制造偏见，同时又消除偏见”（Allport， 1958，

p.413）。乔纳森·斯威夫特在他1976年的著作《对各种主题的思考》

中阐述了同样的思想：“让我们相互仇恨的宗教有很多，但让我们彼

此相爱的宗教却不错。”

从众

偏见一旦形成，它在很大程度上就会由于惯性而持久存在。如果

偏见被社会所接受，那么许多人将会遵循阻力较小的通道，顺从这种

潮流。他们的行为可能是因为憎恨的需要而产生，但更可能是因为被

人喜欢和接受的需要而产生。因此，当人们知道别人也是如此之后，



会变得更容易赞成（或反对）歧视，比如，当他们听到性别歧视的笑

话后，对女性的支持就会减少（Ford & others， 2008；Zitek &

Hebl， 2007）。

托马斯·佩蒂格鲁（Pettigraw， 1958）对南非和美国南部的白

人的研究揭示了在20世纪50 年代，那些最遵从其他社会规范的人同时

也是最具有偏见的人；那些不怎么遵从的人则不大有人云亦云的偏

见。对于阿肯色州小石城的牧师来说，不从众的代价显然是痛苦的，

1954 年美国最高法院关于在学校解除种族隔离的决议就是在那里执行

的。大多数牧师愿意融合，但通常只是私底下这么说；他们害怕公开

宣称会使他们失去教会成员和捐助者（Campbell & Pettigrew，

1959）。

从众同样也维持着性别偏见。“如果我们来思考一下托儿所和厨

房为什么是女性的天然活动范围”，萧伯纳在1891年的一篇文章中写

道：“我们的所作所为与英国孩子思考笼子为什么是鹦鹉的天然活动

范围是完全一样的，因为他们在其他地方从未看到过鹦鹉。”那些在

其他地方见过女性的孩子——职业女性的孩子——对男性和女性看法

的刻板化程度相对要低一些（Hoffman， 1977）。

在所有这些观点中，尚有一线希望。如果偏见并非植根于人格，

那么随着潮流的改变和新规范的演进，偏见便可能消除。事实上，它

的确在变化。

偏见的动机根源

偏见可能由于社会情境而滋生，但偏见中的敌意以及希望没有偏

见的愿望背后都有动机方面的原因。挫折感可以激发偏见，如同想看



到自己的群体高人一等的意愿一样。但有些时候，人们也希望避免偏

见。

挫折与攻击：替罪羊理论

痛苦和挫折（目标受阻）常常引起敌意。当我们遭遇挫折的原因

令人胆怯或者尚未可知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转移我们的敌对方向，这

种“替代性攻击”现象，也许助长了（美国）内战之后南方地区对美

国黑人滥施私刑的行为。1882~1930年之间，当棉花价格下跌、经济受

挫的时候，滥用私刑的情况可能就更加严重（Hepworth & West，

1988；Hovland & Sears， 1940）。近几十年来，仇视性犯罪似乎并

不随着失业率的波动而波动，但是，当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时候，社

会民众就对（民族）多样性和反歧视法案持更开放的态度（Frank，

1999）。繁荣时期，民族和睦更容易维护。

这种替代性攻击的目标是变化不定的。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

败之后又出现经济混乱，许多德国人都把犹太人看成是罪魁祸首。早

在希特勒掌权之前，德国一位领导人就阐述道：“犹太人只不过是替

罪羊……如果没有犹太人，反犹太分子也会创造出犹太人来”（转引

自G.W.Allport， 1958， p.325）。在几世纪以前，人们曾经把他们

的恐惧和敌意发泄到女巫身上，女巫有时在公共场合被烧死或溺死。

在当代，“9·11”事件以后，那些对移民和中东人表现出更多不宽容

态度的美国人，会感到更多的愤怒而不是恐惧（Skitka & others，

2004）。愤怒激起了偏见。

竞争是挫折的来源之一。当两个群体为工作、住房或社会声望而

竞争的时候，一个群体实现了目标，这将成为另一个群体的挫折。因

此，现实群体冲突理论（realistic group conflict theory）认为，

一旦群体为稀缺资源而竞争，就会出现偏见（Maddux & others，

2008；Riek & others， 2006；Sassenberg & others， 2007）。高



斯定律（Gause's law）就是一个与此有关的生态学原则，它认为有同

样需求的物种之间的竞争是最激烈的。

例如，西欧有些人赞成这种说法，“过去5年当中，像你这样的人

经济状况比大多数（该国某个少数民族）人都差。”这些饱受挫折的

人公然表现出相对较高的偏见（Pettigrew & Meertens， 1995；

Pettigrew & others， 2008）。自1975年开始，加拿大人对移民的抵

触随失业率而上下波动（Palmer， 1996）。在美国，敌视黑人的偏见

在那些社会经济地位与黑人最为接近的白人身上表现得最为强烈

（AP/Ipsos， 2006；Pew， 2006）。同样，对黑人偏见最强的白人往

往来自最接近黑人的社会经济阶层（Greeley & Sheatsley， 1971；

Pettigrew， 1978；Tumin， 1958）。当利益发生冲突时，偏见——

对某些人来说——就成为报复的手段。

社会同一性理论：感觉自己比他人优越

人是群居性动物。我们的祖先教会了我们如何满足和保护我们自

己在群体中生存。人类为其所在的群体而欢呼，为之而杀戮，为之而

献身。澳大利亚社会心理学家约翰·特纳（Turner， 1981， 2001，

2004）和米歇尔·霍格（Hogg， 1992，2006， 2008）以及他们的同

事注意到，我们还很自然地以我们的群体来描述自己。自我概念——

我们感觉自己是谁——所包含的不仅仅是个人同一性（我们对自己的

个人特性和态度的感受），而且还是一种社会同一性（social

identity）。菲奥娜把自己看成一位女性，一名澳洲人，一名工党党

员，一名新南威尔士大学的学生，一名麦克唐纳家族的成员。我们肩

负如此多的社会身份，如同玩纸牌，在最恰当的时候打出各张牌。大

多数美国学生都把自己视为“美国人”，他们对穆斯林表现出更高的

愤怒或者不尊重。当启动他们作为“学生”的身份时，他们相反对警

察表现出更高的愤怒（Ray & others， 2008）。



在与英国已故社会心理学家亨利·托什菲尔一起工作时，特纳提

出了社会同一性理论。特纳与托什菲尔观察到以下现象：

● 我们归类：我们发现将人，包括我们自己，归入各种类别是很

有用的。在表述某人的其他事情的时候，给这个人贴上印度人、苏格

兰人或公共汽车司机的标签，不失为一种简单有效的方法。

● 我们认同：我们将自己与特定的群体 [我们的内群体

（ingroup）]联系起来，并以此获得自尊。

●  我们比较：我们将自己的群体与其他群体 [外群体

（outgroup）]进行比较，并且偏爱自己的群体。

我们在评价自己的时候，会部分地依据自己的群体成员身份。拥

有一种“我们”的感觉能增强我们的自我概念。这种“感觉”好极

了。我们不仅在群体中为我们自己寻求尊重，还在群体中寻求自豪感

（Smith & Tyler， 1997）。而且，认为我们的群体比较优秀，有助

于让我们感觉更好。这就像我们都想过的，“我是一名X（你的群

体）。X 很优秀，所以，我也很优秀。”

如果缺乏积极的个人同一性，人们往往会通过认同某一群体来获

得自尊。因此，很多年轻人通过加入帮派来寻找自豪感、权力、安全

感和同一性；当人们的个人同一性和社会同一性融合到一起——自我

与群体的边界变得模糊时——他们会更加愿意为组织而战，甚至为组

织牺牲 （Swann & others， 2009）。许多极端的爱国者以他们的国

籍来描述自己（Staub， 1997， 2005）。很多迷茫的人投身于新的宗

教运动、自助群体或兄弟会后，在其活动中找到同一性（图23-1）。



图23-1

个人同一性与社会同一性共同培育自尊。

内群体偏见

以群体方式来描述你是谁——如你的种族、宗教、性别、所学专

业——意味着描述你不是谁。包含“我们”（内群体）的圈子，自然

就排除了“他们”（外群体）。在荷兰的土耳其族人越是认为自己是

土耳其人或是穆斯林，他就越不会把自己视为荷兰人（Verkuyten &

Yildiz， 2007）。

因此，仅仅是感觉到被归入某一群体，也可能增加内群体偏见

（ingroup bias）。如果问孩子们：“你们学校的学生和他们（附近



另一所学校的学生）比起来，哪里的学生更优秀？”基本上所有的孩

子都会说自己学校的学生更优秀。

对成年人来说也同样如此，离家越近看上去就越好。超过80% 的

白人和黑人都认为他们邻里之间的种族关系总体良好；但只有不到60%

的人认为整个国家的种族关系总体良好（Sack & Elder， 2000）。在

实验情境中，仅仅与某个人同一天生日就能建立足够强大的联系，以

激发密切的合作（Miller & others， 1998）。

内群体偏见提供积极自我概念　内群体偏见是人们寻求积极自我

概念的又一个例证。当我们的群体已经获得成功时，通过强烈地认同

于该群体，我们也可以使自己感觉更好。当大学生在他们的橄榄球队

获胜之后被人询问时，他们通常回答“我们赢了”。当他们的球队输

了以后被人问及时，他们更可能说“他们输了”。对于那些刚刚经历

突如其来的自我打击的个体，比如了解到他们在“创造力测验”中表

现很差，内群体成员的成功所折射的光辉最让他们洋洋自得

（Cialdini & others，1976）。一位朋友的成就所折射出的光辉同样

让我们洋洋得意——除非该朋友在某些与我们的自我同一性相关的事

情上胜过我们（Tesser & others， 1988）。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一个

杰出的心理学学生，你可能更喜欢你的一位朋友在数学上更杰出。

内群体偏见滋生偏袒　我们的群体意识是如此之强烈，以至于只

要有理由认为我们是一个群体，我们就会这么做，随后就会表现出内

群体偏见。即使是毫无逻辑依据而形成的群体——比如，通过投掷硬

币来组建X 组和Y 组——也会产生某种内群体偏见（Billig &

Tajfel， 1973；Brewer & Silver， 1978；Locksley & others，

1980）。在库尔特·冯内古特的小说《打闹剧》当中，电脑给每个人

名和姓之间取了一个中间名字；于是，所有中间名字为“Daffodil-

11s”的人，感到他们彼此之间团结一致，疏远那些中间名字为



“Raspberry-13s”的人。自我服务偏见（第2章）再次出现，使得人

们获得更积极的社会同一性：“我们”比“他们”好，即使“我们”

和“他们”是随机界定的！

托什菲尔和比利希（Tajfel & Billig， 1974；Tajfel， 1970，

1981， 1982）经过一系列的实验发现，只需一些十分细微的线索，就

能激发出人们对自己的偏袒和对他人的不公。在一项实验中，托什菲

尔和比利希让英国的青少年评价现代抽象派绘画，然后告诉他们，他

们以及其他一些人更欣赏保罗·克利的画，而不太喜欢瓦西里·康定

斯基的画。最后，甚至在从没有见到群体其他成员的情况下，这些青

少年就开始在群体内的成员之间分钱了。这个实验以及其他一些实验

以如此微不足道的方式来定义群体，但也产生了内群体偏袒。怀尔德

总结了典型的结果：“当获得机会来分配15 分的分值（相当于钱）

时，被试一般都给自己的群体9~10 分，其他群体5~6 分。”

当我们的群体相对于外群体而言规模较小、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

时候，我们就更容易表现出内群体偏见（Ellemers & others，

1997；Mullen & others， 1992）。当我们属于一个较小的群体，被

一个较大的群体包围时，我们同样也会意识到我们的群体成员属性；

当我们的内群体占多数时，我们倒不怎么容易想到它。在一些社交聚

会当中，作为外国留学生、男同性恋或者女同性恋者、少数种族或弱

势性别的一员，人们能更敏锐地感受到自己的社会同一性，并且做出

相应的反应。

社会地位、自我关注和归属的需要

社会地位是相对的：要感觉自己有地位，就需要有人不如我们。

因此，从偏见或任何地位等级系统中可以获得的一种心理优势就是高

人一等的感觉。大多数人都能回想起自己曾经因为别人的失败而窃喜

的情景，比如看见兄弟或姐妹被惩罚，或者同学考试不及格等。在欧



洲和北美，社会经济地位低下或正在下滑的群体，以及那些积极的自

我形象受到威胁的群体，偏见往往更为强烈（Lemyre & Smith，

1985；Pettigrew & others ，  1997；Thompson & Crocker ，

1985）。在一项研究中，同社会地位较高的女生联谊会成员相比，社

会地位较低的女生联谊会成员更容易贬低其他的女生联谊会（Crocker

& others， 1987）。也许那些有着稳定社会地位的人对于优越感的需

要相对弱一些。

一次又一次的研究表明，考虑一下自己的死亡问题，比如写一篇

短文谈谈死亡以及因想到死亡而引发的情绪，也会引发人们足够的不

安全感，并会进一步强化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偏见（Greenberg &

others， 1990， 1994；Harmon-Jones & others， 1996；Schimel &

others， 1999；Solomon & others， 2000）。一项研究发现，在白

人中，想到死亡甚至会使他们更青睐那些鼓吹自己群体优越性的种族

主义分子（Greenberg & others， 2001， 2008）。心中想到死亡的

时候，人们就会采用恐惧管理（terror management）策略，即蔑视那

些不断挑战他们的世界观、使他们感到更焦虑的人。当人们已经感觉

到他们有可能死亡，偏见有助于支撑一个受到威胁的信念系统。不

过，有关死亡的消息并非一无是处，想到死亡，也能导致人们努力追

求公共的情感，如团结精神和利他主义（McGregor & others，

2001）。

让人们想起死亡同样能够影响重要公共政策的支持度。在2004年

的总统选举之前，给予人们与死亡相关的线索——包括让他们回忆与

“9·11”袭击有关的情绪体验，或者只是向他们展示与“9·11”有

关的图片——人们对小布什总统及其反恐政治主张的支持度得到了显

著提高（Landau & others，2004）。而在伊拉克，死亡的提示也使得

大学生群体中支持通过自杀式袭击的方式反对美国的人数增加

（Pyszczynski & others， 2006）。



蔑视外群体还可以满足另一种需要：对一个内群体的归属需要。

正如我们将在模块29中进一步考察的，知觉到共同的敌人会使一个群

体团结起来。只有在与主要竞争对手较量的时候，派别精神才会变得

少有的强烈。当员工都感到与管理层对立的时候，员工之间的同事情

谊往往最浓。为了巩固纳粹对德国的统治，希特勒利用了“犹太威胁

论”。

偏见的认知根源

大量有关刻板印象的研究文献（见图23-2）促进了这一新视角的

发展，它应用最新的研究成果来探讨社会思维。这种视角的基本观点

是：刻板信念和偏见态度的存在，不仅仅是因为社会的条件作用，以

及因为这些条件作用能让人们发泄敌意，还因为它们是正常思维过程

的副产品。许多刻板印象，与其说源于内心深处的怨恨，还不如说产

生于心理活动机制。错觉是我们解释世界过程的副产品，与此类似，

刻板印象也是我们简化复杂世界的心理机制的副产品。

类别化：将人归入不同群体



图23-2

研究“刻板印象”（或其他同义词）的心理学文献每十年的增长数量。

资料来源：PsycINFO.

我们简化世界的方法之一就是归类——通过把客体归入不同的类

别来组织世界（Macrae & Bodenhausen， 2000， 2001）。生物学家

区分出植物和动物。一个人也会将人进行归类。这样做了之后，我们

思考这些事物的时候就会更轻松。如果一个群体内部的人具有一些相

似性：如“门萨”（MENSA，世界顶级智商俱乐部——译者注）成员大

都很聪明，篮球运动员大都很高，那么我们了解一个人的群体成员身

份，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获得很多有用的信息。刻板印象有时能提供

“获得信息与付出努力二者间的一个较好收益率”（Sherman &



others， 1998）。刻板印象代表着认知效率，这是快速做出判断和预

测他人如何思考和行事的简便方法。

自发类别化

种族和性别，是当今世界最有效的对人进行分类的方式。想象一

下，汤姆，45 岁，非裔美国人，新奥尔良房地产代理商。我可以推

测，“黑人男性”形象远比“中年人”“商人”和“美国南方人”等

类别要突出。

实验结果表明，我们会根据种族对人进行自发归类。正如颜色实

际上是一个连续光谱，但我们把它知觉为不同的颜色一样，我们无法

抗拒将人归入不同群体的倾向。人们的祖先千差万别，我们简单地将

他们标定为“黑人”或“白人”，就好像这些类别黑白分明一样。当

人们观看不同的人发表言论时，他们常常不记得谁说了什么，但是他

们记得每个发言者的种族（Hewstone & others， 1991；Stroessner

& others， 1990；Taylor & others， 1978）。这种类别化本身并不

是偏见，但它的确为偏见提供了基础。

知觉到的相似性和差异性

请画出以下物品：苹果、椅子和铅笔。

让一个群体中的物品看上去比实际上的更为一致，这种强烈倾向

普遍存在。你看到的苹果都是红的吗？你的椅子都是直背的吗？你的

铅笔都是黄色的吗？一旦我们把两个日子归在同一月份，那么与跨月

份但间隔相同的两个日子相比，它们看起来就更相像，气温更接近。

比如说，人们来猜测8 天平均气温的差别，11 月15 日至23 日之间的

气温差异比11 月30 日至12 月8 日之间的气温差异要小（Krueger &

Clement， 1994）。



对人也一样。一旦我们把人分成群体——运动员、戏剧专业学

生、数学教授——我们就有可能夸大群体内部的相似性和群体之间的

差异性（S.E. Taylor，1981；Wilder， 1978）。仅仅区分出群组，

就能造成“外群体同质效应”（outgroup homogeneity effect），即

认为他们都是“相似的”，不同于“我们”和“我们的”群体

（Ostrom & Sedikides， 1992）。因为我们一般都喜欢那些我们觉得

与自己相似的人，不喜欢那些我们认为与自己不一样的人，所以，内

群体偏好是一个很自然的结果（Byrne & Wong， 1962；Rokeach &

Mezei， 1966；Stein & others，1965）。

当面对我们自己的群体时，我们更容易看到多样性：

● 欧洲以外的很多人将瑞士人看成非常相似的人。但对瑞士人来

说，瑞士人是多种多样的，包括讲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的群体。

● 许多盎格鲁血统的美国人把“拉丁美洲人”混为一谈。墨西哥

裔美国人、古巴裔美国人和波多黎各美国人则能看出重要的差别

（Huddy & Virtanen，1995）。

● 女生联谊会成员容易把她们自己的成员看成大杂烩，而认为其

他联谊会的成员则大同小异（Park & Rothbart， 1982）。

也许你已经注意到：他们——你自己的种族群体以外的其他任何

种族的成员——甚至看起来都很相似。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有令我们尴

尬不已的记忆：将另一个种族的两个人混淆为一个人，结果被我们叫

错名字的人提醒说：“你以为我们所有人看起来都一样”。美国学者

布里格姆、钱斯、戈尔茨坦和马尔帕斯，苏格兰学者埃利斯通过实验

发现，与我们自己种族的人相比，其他种族的人的确看起来更为相像

（Chance & Goldstein， 1981， 1996；Ellis， 1981；Meissner &

Brigham，2001）。他们向白人大学生显示几张白人和黑人的面孔，然



后要求他们从一排照片当中挑选出这些曾看过的面孔，结果显示出本

族偏差（own-race bias）的存在：白人大学生能更准确地再认白人面

孔而非黑人面孔，他们常常错误地选择一些从没有看过的黑人面孔。

图23-3

本族偏差。白人被试能更准确地再认白人的面孔而非黑人面孔；黑人被试能更准确

地再认黑人的面孔而非白人面孔。资料来源：From P. G. Devine & R. S.

Malpass, 1985.

如图23-3所示，与识别白人面孔的情况相比，黑人更容易辨别其

他黑人的面孔。美籍西班牙人更容易识别几个小时前见过的其他美籍

西班牙人，不容易辨别同样在此之前见过的盎格鲁人（Platz &

Hosch， 1988）。同样，英国的南亚裔人士比英国白人能更快地识别

出南亚人的面孔（Walker & Hewstone， 2008）。10~15岁的土耳其儿

童会比奥地利儿童更快地识别出土耳其人的面孔（Sporer & others，



2007）。即便是9个月大的婴儿也表现出对本种族面孔更好的识别能力

（Kelly & others， 2005， 2007）。

实验室以外的情况也同样如此。例如，丹尼尔·赖特及其同事

（Wright，2001）发现，先让一名黑人研究者或者白人研究者在南非

和英国的购物中心接近黑人或者白人，随后要求这些被试从一队人中

辨认出实验者，结果表明人们能更好地识别出与他们同一种族的人。

后续研究也揭示了“同龄偏差”：人们能够更准确地识别与其年龄相

似的个体（Wright & Stroud， 2002）。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能感知其

他种族面孔之间的差异。实际上当我们看到另一个种族群体的面孔

时，我们首先注意到的是种族（“这个人是黑人”），而不是个人特

征。当观看我们自己种族的面孔时，我们相对较少去考虑其种族，而

是更多地关注于个人的细节（Bernstein & others，  2007；

Hugenberg & others， 2007；Shriver & others， 2008）。

独特性：感知那些突出的人

我们感知世界的其他方式也会导致刻板印象的产生。独特的人、

生动或者极端的事件往往能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并歪曲我们的判断。

独特的人

你有没有发现自己曾经经历过这样的情形：你周围与你相同性

别、种族或国籍的人只有你自己？如果这样，那么你的与众不同可能

会使你更引人注目，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一位身处白人群体之中的

黑人，一位身处女性群体中的男士，或者是一位身处男性群体之中的

女士，都会显得比较突出、有影响力，这个人的优点或缺点都会被夸

大（Crocker & McGraw， 1984；S. E. Taylor & others， 1979）。

当群体中的某个人变得显而易见（显著）时，我们倾向于认为发生的

所有事情都是这个人引起的（Taylor & Fiske， 1978）。假如我们把



目光定位在乔身上，那么尽管他只是一名普通的群体成员，但乔看上

去对群体具有超乎寻常的影响力。吸引我们注意的人，似乎对所发生

的一切承担更大的责任。

你是否注意到，人们也是用你最独特的特质和行为来描述你。洛

丽·纳尔逊和戴尔·米勒（Nelson & Miller， 1995）报告说，如果

向人们介绍某人既是跳伞运动员又是网球运动员，那么他们会想起来

他是一名跳伞运动员。当要求为这个人挑选一本礼品书的时候，人们

会挑选跳伞书籍而不是网球书籍。一位既养宠物蛇又养宠物狗的人，

看上去更像是养蛇而不是养狗的人。

人们同样也关注那些违背期望的人（Bettencourt & others，

1997）。“意料之外的智慧更为夺目，就像冬天盛开的花朵，”斯蒂

芬·卡特说出了自己作为一名非裔美国知识分子的体会。这种知觉到

的独特性使得来自社会底层但很有才能的求职者更容易脱颖而出，尽

管他们也必须努力工作以证实自己的真才实学（ Biernat &

Kobrynowicz， 1997）。

埃伦·兰格和洛伊丝·英伯（Langer & Imber， 1980）非常巧妙

地证明了人们如何关注那些与众不同的人。他们让哈佛的大学生观看

一位男士阅读的录像。当引导大学生认识到这个人非同寻常——癌症

患者、同性恋者或百万富翁时，大学生表现出了更多的关注。他们发

现了其他观察者所忽略的一些特征，他们对这个人的评价也比较极

端。与其他观众相比，那些认为自己正在面对一名癌症患者的大学生

注意到了对方与众不同的面部特征和躯体活动，因此更倾向于认为这

个人大大“不同于大多数人”。我们对与众不同者的极度关注制造了

一种错觉，使得这些人比实际上更显得与众不同。如果人们认为你拥

有天才般的智商，那他们就会留意到许多你身上那些平常被人忽略的

东西。



独特性形成自我意识　当周围都是白人的时候，黑人有时能觉察

到人们针对他们的独特之处所做出的反应。许多人说到自己被目不转

睛地盯着或者被人怒目而视，遭遇的评论不顾及他人感受，或者受到

的服务很差（Swim & others， 1998）。有时我们会错误地认为他人

的反应是针对我们的独特性的。在达特茅斯学院，罗伯特·克莱克和

安杰洛·施特塔（Kleck & Strenta， 1980）发现了这一现象。他们

让女大学生觉得自己变丑了。女生们以为这个实验的目的是要评估某

些人对她们面部通过夸张的化妆制造出来的疤痕会如何反应。疤痕在

右侧脸颊，从耳朵一直到嘴。事实上，实验的目的是要看这些女生在

感到自己的怪模怪样之后，会如何看待他人针对自己所做出的行为。

化妆之后，实验者会给每位女生一面小镜子，让她们看到脸上逼真的

疤痕。女生放下手中的镜子之后，实验者就使用一些“保湿霜”，以

“避免疤痕出现裂纹”。事实上，“保湿霜”的作用是除去疤痕。

接下去的场景是令人痛苦的。一位年轻女性因为担心自己本已丑

化的脸庞而自我感觉糟糕透顶，她与另一位女士交谈，后者其实根本

看不到这种丑态，对此前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如果你的自我意识也

曾有过类似的感受——也许是某种生理残疾、粉刺，甚至是某日的发

型很糟糕——那么也许你就能理解那些女生此时此刻的自我感受了。

与那些被告知她们的谈话对象只是认为她们有些过敏的女生相比，那

些“被丑化”的女生对同伴观看自己的方式变得十分敏感。她们将谈

话伙伴评价为紧张、冷漠、傲慢。事实上，事后观看录像带的观察者

分析了谈话伙伴如何对待“被丑化”的人，结果发现并不存在这种对

待上的差别。“被丑化”的女性自我感觉变得不一样了，进而曲解了

他人的行为方式和评价，而在其他情形下她们并不会注意到这类误

解。

即使双方都是善意的，一个强势的人和一个弱势的人之间自我意

识的相互作用仍会令人感到紧张（Devine & others， 1996）。汤姆



是个公开的同性恋者，他遇到异性恋的比尔。宽容的比尔希望自己的

反应不带任何偏见，但比尔对自己不是很有把握，他略微犹豫了一

下。然而，汤姆预期大多数人会持有负面态度，他把比尔的犹豫错误

地理解为是一种敌意，他的回应似乎有点儿怀恨在心。

生动的案例

我们的内心也利用一些独特的案例来作为判断群体的一条捷径。

黑人是优秀的运动员吗？“嗯，看看威廉姆斯姐妹和奥尼尔，是的，

我想是这么回事儿。”注意这里所采用的思维过程：针对特定的某一

社会群体，已知有限的经验，我们回忆案例，并由此概括出结论

（Sherman， 1996）。不仅如此，遇到负面刻板印象的典型例子时

（比如说，遇到一位有敌意的黑人），这种刻板印象就会被启动，导

致我们尽可能地减少与该群体的接触（Hendersen-King & Nisbett，

1996）。

根据个别案例来概括会引起一些问题。尽管生动的例子更容易出

现在回忆之中，但它们很难代表更大的群体。杰出的运动员虽然鹤立

鸡群、令人难忘，但对于判断整个群体的运动天赋情况并不是最好的

依据。

少数群体的个体越独特，多数群体就会越高估这一群体的人数。

你们国家的人口中有多少是穆斯林？那些非穆斯林国家的人们通常会

过高估计这一比例。[在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 2007a）的报告说美国0.6%的人口是穆斯林。]

2002 年的盖洛普民意调查发现，普通的美国人认为21% 的男性和

22% 的女性是同性恋（Robinson， 2002），而重复调查表明，同性性

取向的男性约为3%~4%，女性约为1%~2%（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1991；Smith， 1998， Tarmann，2002）。



独特事件

刻板印象假定在群体成员身份和个人特征之间存在某种相关性

（“意大利人多愁善感”，“犹太人精明能干”，“会计师吹毛求

疵”）。即使在最理想的情况下，我们对非同寻常的事情的格外关注

也会产生出一些虚假相关。因为我们对独特事件比较敏感，所以当两

件这样的事情同时发生时就特别引人注意——比非同寻常的事情单独

发生更加惹人注目。

戴维·汉密尔顿和罗伯特·吉福德（Hamilton & Gifford，

1976）在一个经典实验中证实了虚假相关的存在。他们给大学生呈现

上面有许多人的幻灯片，这些人要么属于“A 组”，要么属于“B

组”，并且告诉他们两组的成员做了一些好事或坏事。例如，“约

翰，A 组成员，他探望了一位生病住院的朋友”。对A 组成员的描述

比B 组多一倍，但两组中好事和坏事的比例都是4:9。因为B 组和坏事

出现的频率都相对较低，所以当它们共同出现时——如艾伦，B 组成

员，他把停在路边的小汽车的挡泥板撞瘪了，但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

——就成为了一个非同寻常的组合而抓住了人们的注意力。因此，参

加实验的大学生们就会高估“少数派”群体（B 组）行为不当的频

率，并且对B 组的评价相对比较苛刻。

请记住，B 组人做坏事的比率与A 组实际上是完全一样的。而

且，这些大学生对B 组成员并没有预先存在的偏好或对立的偏见，与

任何日常生活体验相比，他们在实验中接受的信息相对而言更加系

统。尽管研究者还在争论这种现象的原因，但他们一致认为确实出现

了虚假相关，并且为种族刻板印象的形成提供了又一个来源

（Berndsen & others， 2002）。因此，最能将少数群体从多数群体

中区分出来的特质往往是与少数群体相关联的（Sherman & others，



2009）。你的种族或者所在的社会群体与其他群体可能在大部分方面

都很相似，但是人们一般都是注意不同之处。

在实验中，即使非典型群体中的某个人只做出一次不常见的行

为，便可以在人们的脑海里形成虚假相关（Risen & others，

2007）。大众媒体反映并助长了这种现象。当一个自称是同性恋的人

谋杀某人或者对其实施性虐待，人们往往会提到同性恋这一点。如果

某个异性恋的人做了同样的事情，他的性取向却很少会被提及。同样

道理，当有精神病史的马克·查普曼和约翰·辛克利分别射杀约翰·

列侬和里根总统之后，杀手的精神病史主导了人们的注意力。杀手和

因精神病住院，两者都是相对少见的，二者结合在一起就特别具有新

闻价值。这样的报道加深了人们的错觉，让人们误以为（1）暴力倾向

和（2）同性恋两者之间有很大关系。

归因：这是一个公正的世界吗

在解释别人的行为时，我们常常犯基本归因错误：我们总是热衷

于将人们的行为归结于他们的内在倾向，而忽视那些重要的情境力

量。之所以犯这类错误，部分原因在于我们关注的焦点在人而不是情

境。一个人的种族或性别总是鲜明而引人注意的，而作用于这个人的

情境力量通常却不那么显而易见。我们常常忽略奴隶制度是奴隶行为

的原因之一，代之以奴隶们自身的天性来解释奴隶行为。就在不久之

前，我们在解释已知的男女差异时，同样的思路再次重现。由于性别

角色的约束难以看到，所以我们把男性与女性的行为简单地归结为他

们的天生倾向。人们越是认为人的特质是一成不变的，他们的刻板印

象就越强烈（ Levy & others ， 1998；Williams & Eberhardt ，

2008）。

在滑铁卢大学和肯塔基大学经过一系列的研究之后，梅尔文·勒

纳及其同事（Lerner & Miller， 1978；Lerner， 1980）发现，仅仅



是观察到其他无辜者受害，就足以让受害者显得不那么值得尊敬。

勒纳（Lerner， 1980）指出，之所以存在这种对不幸者的贬低，

是因为人们需要相信：“我是一个公正的人，生活在一个公正的世

界，这个世界的人们得到他们应得的东西。”他说，从很小的时候开

始，我们受到的教育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勤奋工作和高尚

情操会换来奖赏，而懒惰和不道德则不会有好结果。由此我们很容易

进一步认定春风得意的人必然是好人，而受苦受难的人是命中注定

的。

一 系 列 的 研 究 探 讨 了 这 种 公 正 世 界 现 象 （ just-world

phenomenon）（Hafer & Bgue， 2005）。设想你同其他人一道，参加

了勒纳的一项被说成是感受情绪线索的研究（Lerner & Simmons，

1966）。以抽奖的方式选择一名参与者承担一项记忆任务。这个人一

旦给出错误答案，就要接受痛苦的电击。你和其他人要注意他的情绪

反应。

在观看了受害者接受这些显然十分痛苦的电击之后，实验者让你

对受害者进行评价。你会怎么回应呢？是深表同情的怜悯吗？我们可

能会这样期待。就像爱默生所写的那样：“受难者是无法玷污的。”

与此相反，实验结果表明，受难者是可以被玷污的。当观察者无力改

变受害者的命运时，他们就经常会否定和贬低受害者。罗马讽刺作家

尤维纳利斯早就预见到了这样的结果：“罗马盗贼信奉的是运气……

他们讨厌那些被判过刑的人。”

琳达·卡莉和她的同事（Carli & others， 1989， 1999）指

出，这种公正世界现象会影响我们对强奸受害者的印象。卡莉让人阅

读有关一个男性和一个女性交往的详细描述。例如，一个女性和她的

老板相约共进晚餐，她来到老板的家，每人饮了一杯红酒。有些人阅

读的故事有一个快乐的结局：“他将我引到沙发旁。握着我的手，向



我求婚。”事后看来，人们不觉得这个结局有什么大惊小怪，还十分

赞赏男女主人公的表现。其他人看到的故事则是另一个不同的结局：

“但他随后变得非常粗暴，把我推向沙发。他把我按倒在沙发上，强

奸了我。”如果是这个结局，人们会觉得它在所难免，并且指责那位

女士在故事前段当中的行为就有失妥当。

这类研究表明，人们之所以对社会不公漠不关心，并不是因为他

们不关心公正，而是因为他们眼里看不到不公正。那些相信世界是公

正的人，认为被强奸的受害者一定行为轻佻（Borgida & Brekke，

1985）；遭遇虐待的配偶一定是自作自受（Summers &　Feldman，

1984）；穷人注定就过不上好日子（Furnham & Gunter，1984）；生

病的人应该为他们的疾病负责（Gruman & Sloan， 1983）。这些信念

使得成功人士确信他们所得到的一切也是完全应得的。富有和健康的

人看到的是自己的好运、别人的厄运，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的。把好运

和美德、厄运和不道德联系起来，能使幸运的人在自豪的同时，也不

必对不幸的人承担责任。

人们厌恶失败者，即使失败者倒霉的原因显然仅仅是运气不好。

举例来说，儿童会认为幸运的人——比如在街边捡到钱的人——会比

不幸运的儿童更可能做好事或者做一个好人（Olson & others，

2008）。人们明白赌博结果纯粹是运气的好坏，不应该影响他们对赌

博者的评价。然而，他们还是忍不住要放马后炮——根据人们的结果

去评价他们。好的决策也可能带来坏的结果，可人们无视这一事实，

他们认定失败者能力较差（Baron & Hershey， 1988）。与此类似，

律师和股市投机商可能根据自己的结果来评价自己。成功的时候自鸣

得意，失败的时候自责不已。不能说天才和主动性与成功无关，但公

正世界假设低估了不可控因素，这些因素会使一个人竭尽全力的努力

付诸东流。



偏见的后果

除了偏见的原因之外，考察偏见的后果也非常重要。刻板印象能

自我永存——它们的存在就能阻止它们的变化。刻板印象还能将自身

变成现实。尽管最初它们并不是事实，但刻板印象的存在能使它们成

为事实。偏见的消极断言还能在无形之中损害人的行为表现，影响人

们对歧视的看法。

自身永存的刻板印象

偏见是一种预先判断。预先判断是在所难免的：我们谁也不是毫

无私心杂念的社会事件记录员，一五一十地记录支持或者反对我们各

种偏见的事实。

预先判断引导我们的注意和记忆。那些接受性别刻板印象的人在

回忆其学校成绩的时候，经常与刻板印象相一致。比如，与真实成绩

相比，女性经常回忆较差的数学分数和较好的美术分数（Chatard &

others， 2007）。

而且，一旦我们把某项特征归入一个类别，比如某个特定的种族

或者性别，我们的记忆系统之后就会偏向与该类别相关联的这项特

征。约翰尼·瓦特和他的同事们（Huart & others， 2005）通过实验

验证了上述结论。他们向大学生展示了一个由70%的典型男性面孔和

30%的典型女性面孔合成的面孔（或者相反的比例），在后续实验中，

那些看到有70%男性面孔的被试报告说自己看到了一张男性的脸。

预先判断能引导我们对事件的解释

只要群体成员行为举止符合我们的预期，我们就会重视这一事

实；我们先前的看法获得验证。当群体成员的行为举止与我们的预期



不一致的时候，我们就会以特殊情形为由为这类行为开脱（Crocker &

others， 1983）。某人的表现与刻板印象截然相反，也会让这个人看

上去像个特例。告诉一些人“玛丽打过篮球”，对其他人说“马克打

过篮球”，这会令玛丽显得比马克更加喜欢运动（Biernat，

2003）。因此，刻板印象会影响我们如何分析人的行为（Kunda &

Sherman-Williams，1993；Sanbonmatsu & others， 1994；Stangor

& McMillan， 1992）。大多数白人都对黑人有负面的媒体印象（比

如，“卡特里娜”飓风之后的抢劫），这些刻板印象是有害的。在一

个实验中发现，这些印象会减少对需要帮助的黑人的同理心（Johnson

& others， 2008）。

也许你也能回忆起在过去某个时候，你无论怎样努力都摆脱不了

某人对你的评价，当时你无论做什么，始终被人误解。一旦某人预期

与你见面不会愉快时，误解就很有可能会发生（Wilder & Shapiro，

1989）。威廉·伊克斯和他的同事（Ickes & others， 1982）在一个

实验研究中证明了这一点，他们针对的是几组正处于大学年龄阶段的

男士。当这些男士来到实验室时，两两配对为一组，实验者向每对当

中的一人预先给予虚假的告诫：另外那个人是“我近来交谈过的人当

中最不友好的人之一”。随后介绍两个人相互认识，并让他们单独相

处5分钟。在实验的另一条件下，引导这些学生，让他们以为参与的另

一方特别友善。

在两种条件下，对方对新结识的人都非常友好。事实上，预期对

方不友好的人，异乎寻常地试图表现出友好，而且他们的微笑及其他

友好举止激起了热烈的回应。但与有积极偏见的学生有所不同，这些

预期自己会遇到不友好伙伴的人，把这种相互友好归结于是他们自己

“小心翼翼”地对待对方的结果。他们事后表现出对对方更多的不信

任和不喜欢，并且认为对方的行为不那么友好。尽管他们的搭档实际



上很友好，但消极的偏见诱导这些学生“看见”了隐藏在对方“强颜

欢笑”背后的敌意。如果他们不曾这样想过，他们是看不到这些的。

我们的确会注意到那些与刻板印象明显不一致的信息，但即使是

这类信息，它们的影响可能比我们预期的要小。当我们集中关注一个

反常的事例时，我们可以分出一个新的范畴来维护已有的刻板印象

（Brewer & Gaertner， 2004；Hewstone， 1994；Kunda & Oleson，

1995， 1997）。英国学龄儿童对和蔼可亲的学校警官形成了非常积极

的良好印象（他们把学校警官视为特殊的一类），但这丝毫改善不了

他们对警察的整体看法（Hewstone & others， 1992）。这种再分类

（subtyping）——把偏离常规的人归入一个不同的类群——帮助维持

了警察不友善、可怕这样的刻板印象。认识到刻板印象并非适合一类

人当中的每一个人，这是应对不一致信息的另一种方式。周围的黑人

邻居和蔼可亲，房主会形成“职业的、中产阶级黑人”这样一个新的

刻板印象。这种再分群（subgrouping）——形成一个子群体的刻板印

象——倾向于让分化中的刻板印象适度地发生变化。子类别是群体的

例外；子群体则被认为是整个群体的一部分。

歧视的影响：自我实现的预言

态度之所以可能与社会阶层等级相一致，不仅仅是由于合理化的

需要，还因为歧视影响到了它的受害者。“个人声望，”奥尔波特

（Allport， 1958， p.139）写道，“一点一点地被敲入大脑，它不

可能对一个人的性格丝毫不产生影响。”如果说我们能够在弹指一挥

间结束一切歧视，那我们就会天真地宣称，“艰难的日子已经过去

了，同胞们！你们现在可以身穿盛装，成为体面的管理者或职场人

士。”压迫结束了，但它的影响还将延续，犹如一种社会遗留物。

在《偏见的本质》一书中，奥尔波特列举了15 种可能的受害效

应。奥尔波特认为这些反应可以归纳为两大类——一种涉及责怪自己



（退缩、自我痛恨、攻击自己的群体），一种涉及责怪外部的原因

（反击、怀疑、群体自豪感增强）。如果最终结果是负面的，比如说

犯罪率比较高，人们可以借此为歧视进行辩解，并促使其得以继续存

在。“如果我们允许那些人搬进我们可爱的社区与我们为邻，房价会

一落千丈的。”

歧视是否是以这种方式影响着受害者？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很谨

慎，不能夸大这一说法。对许多人来说，黑人文化的灵魂和风格是一

笔令人骄傲的遗产，这并不仅仅是受伤害后的反应（Jones，

2003）。然而，社会信念能够自我验证，如同沃德、曾纳和库珀

（Word， Zanna， & Cooper， 1974）的一对巧妙实验所展示的那

样。在第一个实验中，白人和黑人研究助手冒充求职者，由普林斯顿

大学的白人男子来进行面试。与求职者为白人的时候相比，当求职者

为黑人时，面试官坐得更远，平均提前25% 的时间结束面试，并且多

犯50% 的言语失误。想象一下在接受面试的时候，人家远远地坐在那

里，说话结结巴巴，急急忙忙就结束了面试。你的表现或你对面试官

的感受是否会受到影响？

为找到答案，研究者进行了第二项实验，经过培训的面试官以第

一个实验当中面试官对待黑人的方式来对待白人和黑人求职者。稍后

对面试录像进行评定，结果发现，那些受到类似于第一个实验中黑人

的待遇的学生显得更为紧张、表现更差。而且，面试者自己也可以感

到区别；那些被当做黑人对待的学生认为他们的面试官举止相对不够

妥当，不那么友善。研究人员总结说，“黑人表现方面的‘问

题’……部分在于互动情境本身。”如同其他自我实现的预言一样，

偏见对其对象产生了影响。

刻板印象的威胁



只要感觉到偏见就足以使我们意识到自己是少数群体——也许是

在白人社区居住的一个黑人，或者是在黑人社区居住的一个白人。这

种陌生环境会消耗我们的精力与注意力，导致我们心理与生理机能下

降（Inzlicht & others， 2006）。当你置身于别人都预期你会表现

很差的情境当中，你的焦虑可能会导致你证实这一信念。我是一个60

岁出头的矮个子。当我与一群高个、年轻的选手临时拼凑在一起玩篮

球比赛时，我常常怀疑他们是否会认为我是队里的累赘，这将削弱我

的信心，影响我的表现。克劳德·斯蒂尔和他的同事称这一现象为刻

板印象威胁（stereotype threat）——一种自我验证的忧虑，担心有

人会依据负面刻板印象来评价自己（Steele， 1997；Steele &

others， 2002；亦可参见reducingstereotypethreat.org）。

在一些实验中，斯潘塞、斯蒂尔和奎因（Spencer， Steele &

Quinn， 1999）给学生一份难度非常高的数学测验，这些男女大学生

具有相同的数学背景。当告诉学生这个测验没有性别差异，不会对任

何群体刻板印象作评价时，女生的成绩始终与男生相同。一旦告诉学

生存在性别差异，女生就会戏剧性地使得这种刻板印象得以验证。当

遇到难度很大的题目而受挫时，她们明显地感到格外担忧，这影响到

了她们的成绩。

媒体能激起刻板印象威胁。保罗·戴维斯及其同事（Davies &

others， 2002，2005）让男女两性观看一系列电视广告，让他们觉得

自己将要参加细节记忆测验。对其中的一半参与者来说，广告中只包

含中性的刺激；对另一半参与者来说，有些广告包含“没头脑”的女

性形象。看过刻板化的形象之后，女性不仅在数学测验中表现得比男

性差，并且对数学及理科专业表现出更少的兴趣，或者说不愿意进入

数学或理科职业生涯。



种族刻板印象是否也可能以类似的方式自我实现？斯蒂尔和阿伦

森（Steele& Aronson，1995）的研究证实，当给白人和黑人一些难度

较大的语言能力测验时，情形确是如此。在接受测验时，黑人只是在

受到较高的刻板印象威胁的情形下表现比白人差。杰夫·斯通及其同

事（Stone & others， 1999）报告说，刻板印象威胁同样也会影响运

动员的成绩。当把高尔夫活动表述为“运动智力”测验时，黑人的表

现就比平时要差；当表述为“天生运动能力”测验时，白人的表现比

较差。斯通（Stone, 2000）推测，“当人们想起有关自己的负面刻板

印象时，如‘白人男子不擅长跳跃’或者‘黑人男子不擅长思考’，

它就会对运动成绩产生不良的影响。”

斯蒂尔（Steele, 1997）认为，如果你告诉学生他们有失败的风

险（如同少数群体支持项目经常暗示的那样），那么刻板印象就可能

损害他们的行为表现，并且导致他们“不认同”学校，到其他地方去

寻求自尊（见图23-4）。事实上，随着美国黑人学生从8 年级升入10

年级，他们的学习成绩与自尊之间的相关有所减弱（Osborne,

1995）。而且，那些被引导认为自己进入大学或学术群体是受惠于种

族或性别偏见的学生，其表现倾向于比那些被认为自己很能干的学生

差（Brown& others， 2000）。

因此，斯蒂尔评论道，最好给学生一些挑战，让他们相信自己的

潜力。他的研究小组进行了另一项实验，其中的黑人学生因为他们的

写作而受到批评，同时还告诉他们，“从你的来信来看，我认为你有

能力达到我所说的更高水平，否则我不会自找麻烦给你这样的反

馈”。如此一来，黑人学生会做出较好的回应（Cohen & others，

1999）。

相对于减少偏见而言，社会心理学家在解释偏见方面做得更成

功。因为偏见源于许多相互关联的因素，所以没有简单的纠正方法。



不管如何，现在我们有望找到一些能减少偏见的方法（在后面的模块

中还会详细谈到）。如果不平等的地位导致了偏见，那么我们可以去

谋求一种互助的、平等的社会关系。如果偏见导致歧视行为，那么我

们可以限制歧视行为。如果社会制度支持偏见，那么我们就取消这些

支持（例如，说服媒体宣扬种族之间的团结）。如果外群体看起来比

事实上更不像某人自己的群体，那么我们可以努力将他们的成员个性

化。如果自发的偏见致使我们做出一些让我们羞愧难当的行为，那么

我们可以利用这种羞愧感激励我们打破偏见。

图23-4

刻板印象威胁。面对负面刻板印象而引起的威胁可能造成表现缺陷以及不认同。

自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很多反对歧视的方法得以

运用。种族和性别歧视也显著降低。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一直在帮助我

们突破歧视的壁垒。

模块24 攻击的先天性和后天性



喜剧演员伍迪·艾伦曾半开玩笑地预言：“到1990 年时，绑架将

成为社会交往的主要方式。”虽然这一预言没有实现，然而这些年

来，世界并不太平。“9·11” 恐怖事件可以说是最为严重的暴力案

件；但从伤亡人数来讲，大约与之同时发生的刚果的种族大屠杀事件

才算是最为惨烈的。据报道，死亡人数约300万。部分民众被砍刀活活

砍死，其他民众大多在逃离村庄后死于饥饿和疾病（Sengupta，

2003）。在邻国卢旺达，约75万人——包括图西族总人口的一半——

在1994年夏天的种族灭绝性屠杀中惨遭杀害（Dutton & others，

2005；Staub， 1999），这些居民对于人类的残忍性再熟悉不过了。

刚果人民的情况也是如此，上个世纪刚果有500万人民死于与战争相关

的原因；苏丹也有250万人民因为战争和种族灭绝流离失所（Clooney

& others， 2008）。

全世界，人类每天要花费20 亿美元在武器和军队上——这20亿美

元本可以为世界上数百万贫困人口提供足够的食物、教育资源并进行

环保投资。回顾刚刚过去的20世纪，250场战争夺走了1.1亿人的生命

——足够建立一个人口超过法国、比利时、荷兰、丹麦、芬兰、挪威

和瑞典总人口之和的“死亡国度”（图24-1）。造成世界范围内大规

模人口死亡的原因除世界大战外，惨绝人寰的种族屠杀也扮演了重要

的角色。1915~1923 年间，土耳其帝国对亚美尼亚民族进行了疯狂的

屠杀；1971年巴基斯坦对300万孟加拉国的移民进行了大规模的种族屠

杀；150万柬埔寨民众死于始自1975 年的恐怖时期（Dutton &

others， 2005；Sternberg， 2003）。总之，从希特勒对犹太人的种

族屠杀，到早期美洲移民对当地土著的屠杀，无不揭示了整个人类潜

质中异常残忍的一面。



图24-1

最血腥的世纪。回顾人类历史，20 世纪的人们得到了最好的教育，同时却也是最嗜

好残杀的（数据来自Renner，1999）。包括种族屠杀和人为的饥荒在内，有大约

1.82 亿人死于类似的“大规模灾难事件”（White， 2000）。上世纪末，这种死

亡开始减少（Human Security Centre， 2005）。

社会心理学家将攻击（aggression）定义为意在伤害他人的身体

行为或者言语行为。这一定义排除了车祸或人行道上的碰撞等无意伤

害；也排除了帮助他人时不可避免带来疼痛的行为，如牙科治疗，或

者更极端的帮助他人自杀。但是，它包括踢、打、威胁、侮辱，甚至

散布流言或“冷嘲热讽”。



工具性攻击（instrumental aggression）的目标是伤害，但它只

是把伤害作为达到其他目的的一种手段。大多数恐怖活动属于工具性

攻击。罗伯特·佩普（Pape，2003）对1980~2001年间发生的所有自杀

式爆炸事件进行研究后指出：“所有自杀式恐怖活动的一个共同特征

是都有明确的、现实的和战略性的目标，这迫使自由的民主国家从恐

怖分子眼中属于他们家园的领土上撤军。” 阿里·克鲁格兰基和希拉

·费思曼（Kruglanski & Fishman， 2006）注意到，恐怖分子一般都

不是心理异常者。更确切地说，恐怖主义是冲突中使用的一种策略性

工具。本拉登这样解释“9·11”事件的目标：他们花费了50万美元，

却对美国经济造成了5 000亿美元的损失（Zakaria， 2008）。

大多数战争都是工具性攻击。2003年，英美领导人将攻击伊拉克

视为阻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工具性行为，而并非杀害伊拉克人的敌

对行为。所以说，敌意性攻击是“激烈的”，而工具性攻击则是“冷

静的”。

攻击理论

攻击是一种本能吗

哲学家关于人性的争论由来已久，有人认为人性在根本上是仁

慈、知足而高贵的，另一些人则认为人性的本质是残忍的。第一种观

点以18世纪法国哲学家卢梭（1712~1778）为代表，把社会罪恶归咎于

社会而非人性。第二种观点则以英国哲学家霍布斯（1588~1679）为代

表，将社会法律视为控制残忍人性的必要手段。20世纪，“性恶

论”，即攻击性驱力与生俱来、无可避免的观点得到了弗洛伊德和德

国的洛伦兹的赞同。

弗洛伊德认为，人类的攻击根源于一种自我破坏的冲动。攻击把

这种对死亡原始的强烈欲求所蕴涵的能量转向他人（一般而言，他称



这种强烈欲求为“死亡本能”）。作为动物行为专家，洛伦兹认为攻

击更多是适应性的而非自我破坏。两种理论都认为，攻击性的能量来

自本能，是非习得的和普遍的。如果得不到释放，这种能量就会越积

越多，直到爆发为止；或者有一个合适的刺激使之得到发泄，就像老

鼠摆脱捕鼠器一样。　

为了涵盖几乎每一种可以想到的人类行为，我们假设的人类本能

的清单越来越长。这时，“攻击是一种本能”的观点开始瓦解了。科

学家逐渐意识到，不同的人以及来自不同文化的个体，其行为大相径

庭。显然，生物特性影响着行为，正如后天环境也能影响先天作用一

样。我们的经验与由基因构建的神经系统是相互作用的。

神经系统的影响

攻击是复杂的行为，并非简单地受大脑中某个特定区域控制。尽

管如此，研究者还是在动物和人类身上发现了一些能够引发攻击的神

经机制。当科学家激活这些脑区时，人们的敌意程度增加了；当这些

脑区的活动被抑制，敌意程度下降。通过这样的方法，温驯的动物也

可以被激怒，同样可以让狂怒中的动物恢复温顺。

在一项实验中，研究者以一只行为专横的猴子为研究对象，将电

极安置在抑制其攻击行为的脑区。另一只小猴子掌握着激活电极的按

钮，它很快就学会了在这只跋扈的大猴子变得危险时按下按钮。对脑

区的激活机制在人类身上同样有效：一位妇女在其脑区的杏仁核受到

无痛的电刺激后发怒，把她的吉他砸向墙壁，差点砸中其心理治疗师

的头（Moyer， 1976， 1983）。

既然如此，那些有暴力倾向的人是否在大脑某些方面存在异常

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阿德里安·雷恩等人（Raine & others，

1998， 2000， 2005， 2008）利用大脑扫描来测量杀人犯的脑活动，



并测量了有反社会行为障碍的人的大脑灰质总量。结果发现，未受过

虐待的杀人犯的前额叶激活水平比正常人低14%，反社会者的前额叶则

比正常人小15%，而前额叶被认为是对与攻击行为有关的脑区进行紧急

抑制的。其他对杀人犯和死囚的研究也证实，脑区异常可能导致异常

的攻击行为（Davidson & others， 2000；Lewis， 1998；Pincus，

2001）。

基因的影响

遗传因素影响神经系统对暴力线索的敏感性。我们早就知道，很

多种动物可以被驯养得有很强的攻击倾向。有时这是为了一些实际目

的，如驯养斗鸡等；有时，这种驯养只是为了科学研究。芬兰心理学

家赖格斯佩兹（Lagerspetz， 1979）在一组正常小鼠中挑选出攻击性

最强的和攻击性最弱的分别饲养，在此后它们繁殖的26 代中始终重复

这一选择过程，最终她得到了一组凶猛的小鼠和一组温顺的小鼠。

在灵长类动物和人类中，攻击性有着较大的多样性（Asher，

1987；Bettencourt & others ， 2006；Denson & others ， 2006；

Olweus，1979）。我们的气质（即我们的反应性和反应强度）部分是

与生俱来的，同时也受交感神经系统反应性的影响（Kagan， 1989；

Wilkowski & Robinson， 2008）。一个人在幼年表现出来的气质通常

是稳定的（Larsen & Diener， 1987；Wilson & Matheny， 1986）。

一个大胆、冲动、容易发脾气的孩子更有可能发展出青春期暴力行

为。在8岁时没有表现攻击性倾向的儿童，成年后到48 岁时也不会成

为富有攻击性的人（Huesmann & others， 2003）。

生物化学因素

血液中的化学成分同样可以影响神经系统对攻击性刺激的敏感

性。



酒精　实验室研究和警方资料都表明，一旦人们被激怒，酒精会

使攻击更容易发生（Bushman， 1993；Taylor & Chermack， 1993；

Testa， 2002）。请看以下材料：

● 在一项实验研究中，喝醉的人会施加更强的电击，在回忆人际

关系冲突时感受到更强烈的愤怒（MacDonald & others， 2000）。

● 在65% 的杀人案件和55% 的家庭暴力案件中，攻击者和（或）

受害者喝过酒（American Psychology Association， 1993）。

● 如果虐待配偶的酗酒者能够在治疗后终止他们的问题饮酒行

为，那么他们的暴力行为通常也会停止（Murphy & O'Farrell，

1996）。

酒精可以降低人们的自我觉知和考虑后果的能力，同时促使人们

将攻击和酒精在心理上建立联系，进而增加暴力行为发生的可能

（Bartholow & Heinz，2006；Giancola & Corman， 2007；Ito &

others， 1996）。酒精使人们的个性弱化，降低我们的抑制能力。

睾丸激素　尽管激素的影响对低等动物比对人类要强烈得多，但

暴力行为的确与雄性激素即睾丸激素有关系。请考虑：

● 降低雄性激素水平的药物会削弱有暴力倾向男性的攻击性；

● 25 岁以后，暴力犯罪率与人们的睾丸激素水平均下降；

● 被判为蓄意的或无端的暴力犯罪的罪犯，其睾丸激素水平比非

暴力犯罪的罪犯要高（Dabbs， 1992；Dabbs & others， 1995，

1997， 2001）；



● 在正常的青少年和成年人中，那些睾丸激素水平高的人更容易

出现不良行为、使用致瘾麻醉品以及对挑衅产生攻击性回应

（Archer， 1991；Dabbs & Morris， 1990；Olweus & others，

1988）；

● 服用睾丸激素后，女性对于阻止攻击的威胁信号不是那么适应

了（van Honk & Schutter， 2007）；

● 人们在拿着手枪后的雄性激素水平会上升，雄性激素上升得越

快，他们给别人加的辣椒酱越多（Klinesmith & others， 2006）；

● 男性的睾丸激素能够增加面部的宽和长的比率。实验室中，面

部相对较宽的男性表现出更高的攻击性。同样，在曲棍球场上，面部

较宽的大学生球手和职业曲棍球手，在禁区中停留的时间更长（Carr

& McCormick， 2008）。

正如詹姆斯·达布斯（Dabbs，2000）所言，睾丸激素“分子虽

小，但作用巨大”。给男性注射睾丸激素并不能直接使人变得富于攻

击性，虽然睾丸激素水平低的男性一定程度上不易被激惹起攻击性行

为（Geen， 1998）。睾丸激素大致可比作电池的电力，只有电力水平

很低时，暴力犯罪才会有明显下降。

低水平的5-羟色胺　暴力行为另一个常见的元凶是神经递质5-羟

色胺的缺乏，在控制冲动的额叶区有其许多受体。在灵长类动物和人

类中，有暴力倾向的幼儿和成人5-羟色胺水平均偏低（Bernhardt，

1997；Mehlman， 1994；Wright，1995）。此外，在实验室条件下降

低人们的5-羟色胺水平，可以增强他们对厌恶事件的反应和释放电刺

激的意愿（Crockett & others， 2008）。

攻击的心理影响



攻击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神经、遗传以及生物化学的影响。生

理的影响使得有些人对冲突和挑衅的反应表现得更具攻击性，但这还

不是事情的全部。

挫折与攻击

那是一个暖和的夜晚，在两个小时的认真学习之后，你觉得又累

又渴，于是你向朋友借了一些零钱，走向最近的一个自动售货机。你

把钱放入机器里，迫不及待地想要喝一口冰凉爽口的可乐。但是，当

你按下提货的按钮时，售货机却完全没有反应。你又按了一次，然后

按下了把钱退回的按钮，机器仍然毫无动静。你用力地敲打着按钮，

然后用拳头捶它们。最后你晃动、踢打售货机。可一切仍然无济于

事。你跺着脚回到自己的房间，两手空空。此时，你的室友是不是该

很小心地对待你呢？那时的你是否更容易说出一些伤人的话语，甚至

做出一些伤害性的事情呢？

作为最早对攻击进行解释的心理学理论之一，流行的挫折—攻击

理论对此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约翰·多拉德和他的同事（Dollard &

others，1939， p.1）认为，“挫折总会导致某种形式的攻击。”这

里的挫折（frustration）指的是，任何阻碍我们实现目标的事物（比

如那个出现故障的自动售货机）。当我们达到一个目标的动机非常强

烈，当我们预期得到满意的结果，却在行动过程中遇到阻碍时，挫折

便产生了。鲁珀特·布朗和他的同事（Brown & others， 2001）对乘

渡船去法国的英国乘客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当法国的渔船堵塞码

头，挡住渡船前行时，他们的攻击性显著增强了。由于达成目标的愿

望受阻，在看了一些图片后，乘客们更加同意打翻咖啡杯的法国人应

受到斥责。

如图24-2 所示，攻击的能量并非直接朝挫折源释放。我们学会克

制直接的报复，特别当知道别人会对这种行为表示反对或者进行惩罚



之时；相反，我们会把我们的敌意转移到一些安全的目标上。一则古

老的故事为转移（displacement）做了很好的诠释：一个被老板羞辱

的男人回家以后大声斥责他的妻子，妻子只好向儿子咆哮，儿子只能

踢狗解气，而狗则把来送信的邮递员咬了一口。在实验情境和现实生

活中，当新的目标与挫折源有相似之处，并且稍稍刺激了攻击能量的

释放时，攻击的转移最容易发生（Marcus-Newhall & others，

2000；Miller & others， 2003；Pedersen & others， 2000）。相

信大多数人都经历过这样的情况，当一个人满怀着怒火时，哪怕是平

时根本不予理会的轻微冒犯也可能引发一个爆炸性的过度回应（这样

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你的钱被自动售卖机吞掉后，你会向室友嚷嚷

了）。

图24-2

经典的挫折—攻击理论。挫折产生攻击的动机。由于对反对和惩罚的畏惧，人们往

往不直接对挫折源进行攻击，因此攻击驱力可能会被转移，指向其他目标，甚至转

而指向自己。资料来源：Based on Dollard & others, 1939, and Miller,

1941.



在一项实验中，爱德华多·瓦斯克斯及其合作者（Vasquez &

others， 2005）通过让一名主试侮辱参与者在解字谜测试中的表现，

激怒一些南加州大学的学生。很快，这些学生要决定另外一名假被试

把手浸在刺骨冷水中的时间（以完成实验任务）。当这名假被试用温

和的语言轻微地冒犯了先前被激怒的被试后，与没有被激怒的被试相

比，这些被试惩罚性地给出了更长的“浸冷水”时间。瓦斯克斯表

示，这种转移的攻击现象，让我们很好地理解了为什么之前被激怒而

且还在愤怒中的人，会以“路怒症”的方式回击别人在高速公路上对

他的轻微冒犯，或因为伴侣批评自己而辱骂对方。这同样也有助于解

释为什么当击球手打出全垒打，或之前的击球手打出全垒打之后，挫

败的棒球投手最可能会打到击球手，这一结果是从1960年开始的74

197场比赛中接近500万次场上击球数的分析中得到的（Timmerman，

2007）。

许多评论认为，可以理解，“9·11” 恐怖事件激起了美方的强

烈愤怒，促成了其对伊拉克发动袭击。美国人此时需要寻找宣泄愤怒

的对象，于是把矛头指向了罪恶的暴君——萨达姆·侯赛因，他们昔

日的盟友。2003 年，弗里德曼指出：“发动这次战争的真正原因在

于，‘9·11’ 事件后，美国需要对阿拉伯世界的某些人实行打击。

而之所以选择萨达姆，原因很简单，他罪有应得，而且他正处于这一

世界的中心。”战争的另外一位发动者，副总统理查德·切尼似乎同

意这一观点。他在被问及为什么大多数国家都反对美国发动战争时指

出：“因为他们没有经历‘9·11’ 事件。”

对挫折—攻击理论的实验检验得到了不一致的结果：有些情况下

挫折增加了参与者的攻击性，另一些却并没有。如果这种挫折是可以

理解的，例如在一项实验中，如果一名成员是因为他的助听器发生故

障而不是粗心大意阻碍了团体的问题解决时，那么它只会导致愤怒，

而不是攻击（Bernstein & Worchel， 1962）。



伯科威茨（Berkowitz， 1978， 1989）认为原有的理论夸大了挫

折与攻击之间的关联，因此他对该理论进行了修正。伯科威茨认为，

挫折产生的是愤怒，即攻击的一种情绪准备状态。愤怒源于某个可能

有其他行为选择的人阻挠了我们实现目标（Averill， 1983；

Weiner， 1981）。

一旦有攻击线索“拔掉了瓶塞”，受挫者就特别容易大发雷霆，

把愤怒“倒个底儿朝天”。有时瓶塞也可能在没有这样线索的情况下

被打开。但是，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与攻击有关的线索会放大这种

攻击（Carlson & others， 1990）。

伯科威茨等人（Berkowitz， 1968， 1981， 1995）发现，看到

武器就是这样一种线索，尤其是当它被视为一种暴力工具而非消遣

时。实验中，刚玩过玩具枪的小朋友更愿意推倒另一个小朋友堆起的

积木。在另一个实验中，相比附近只有羽毛球拍的情况，当附近有来

复枪或者左轮手枪（被试以为这是上一个实验遗留下来的）时，愤怒

的威斯康星大学被试对给他们造成痛苦的人施加了更为强烈的电流刺

激（Berkowitz & LePage， 1967）。枪支会启动敌对性想法和惩罚性

的判断（ Anderson & others ，  1998；Dienstbier & others ，

1998）。所见即为所思。尤其是当武器被视为暴力工具而非消遣之时

更是这样。比如，对于猎人来说，看到一把猎枪并不会启动攻击想

法，但是对于猎人以外的人却会有启动效应（Bartholow & others，

2004）。

因此，伯科威茨认为，美国有两亿支私人手枪，一半的谋杀是用

手枪完成的，而家藏的手枪杀死家庭成员的可能性远高于杀死入侵者

这样的事实也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他认为：“枪支不仅使暴力成为可

能，还可以刺激它的发生。手指扣动扳机，但扳机同样可以拉动手

指。”



伯科威茨同样认为，禁止持有手枪的国家谋杀率较低是合情合理

的。英国人口为美国的1/4，但谋杀案只有其1/16。美国每年有1 万起

手枪枪杀案件；澳大利亚约有12 起，英国20 起，加拿大100 起。在

华盛顿特区通过了限制人们持有手枪的法律后，与枪有关的谋杀案和

自杀事件都迅速降低了25%。但其他形式的谋杀和自杀案件没有发生任

何改变，该法案适用范围之外的邻近地区也都没有发生类似的下降

（Loftin & others， 1991）。

恐怖分子了解愤怒对他们行为的触发作用。社会心理学家克拉克

·麦考利（McCauley， 2004）和理查德·瓦格纳（Wagner， 2006）

注意到，有时恐怖分子有针对性地实施某种恐怖活动，这种行为会导

致强大而愤怒的敌人反应过度，这其实最终会符合恐怖分子的利益。

枪支并不只是提供攻击线索，它们还拉了大攻击者和受害者之间

的心理距离。就像米尔格拉姆的服从实验告诉我们的那样，远离受害

者更助长了我们的残忍。刀可以杀人，但与远远地扣动扳机相比，持

刀发动攻击要求更近距离的人际接触。

攻击的学习理论

基于本能和挫折的攻击理论认为：充满敌意的强烈冲动来自内在

的情绪，这些情绪可以把体内的攻击欲望“释放”出来。社会心理学

家指出，学习同样可以“引导”出攻击。

攻击的回报

通过亲身经历和对别人的观察，我们学习到攻击通常需要付出什

么。实验可以把温驯的动物改造成凶残的好斗者，严重的挫败则可以

导致顺从（Ginsburg & Allee，  1942；Kahn，  1951；Scott &

Marston， 1953）。



同样，人类也可以习得攻击的回报。儿童一旦成功地使用武力胁

迫了其他儿童，他很可能会越来越富于攻击性（Patterson &

others， 1967）。那些最常因为比赛中的粗野动作而被处罚的强攻击

性曲棍球手比攻击性不太强的运动员得分更多（McCarthy & Kelly，

1978a， 1978b）。在加拿大青少年曲棍球手中，那些父亲赞同身体攻

击性动作的选手显示了最富攻击性的比赛态度和方式（Ennis &

Zanna，1991）。在索马里海域，仅2008年交给海盗的赎金就超过1亿5

千万美元，因此助长了更多的抢劫行为（BBC， 2008）。在这些例子

里，攻击是为了得到特定回报而采取的手段。

恐怖主义活动同样如此：它们可以使无职无权的人得到广泛的关

注。保罗·马斯登和莎伦·阿提亚（Marsden & Attia， 2005）提

到，自杀式爆炸袭击的首要目标不是那些受伤的人，而是那些通过媒

体看到袭击的目击者。恐怖主义就是要通过媒体的放大效应，达到使

人恐惧的目的。如中国古语所说：“杀一儆百”。在这个全球化的年

代，杀几个人就可以恐吓住上亿人口。杰弗里·鲁宾（Rubin，1986）

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没有玛格丽特·撒切尔所谓“ 公开性的氧

气”，恐怖主义必然会被消灭。这就好像20 世纪70 年代经常发生

的：观众为了在电视上能有几秒钟的上镜时间而裸体飞奔入足球场的

事件一样，一旦社会决定不再理睬这样的事情，这一现象也就消失

了。

观察学习

班杜拉（Bandura， 1997）提出了攻击的社会学习理论（social

learning theory）。他认为，人们对攻击的学习不仅发生在亲身体验

其后果时；通过观察别人，人们也可以进行同样的学习。像很多社会

行为一样，当看到别人表现攻击行为并没有受到惩罚时，我们会习得

攻击。



班杜拉曾做过这样一项实验（Bandura & others， 1961）：实验

者让斯坦福幼儿园的一个小朋友做一项有趣的绘画活动，同时一个成

年人在房里的另一个角落，那里有组合玩具——万能工匠、一个锤子

和一个充气娃娃。在玩了一分钟万能工匠之后，成年人站起身，对充

气娃娃进行了持续10 分钟的攻击。她用锤子重重地砸它，踢它，把它

扔来扔去，一边还大叫着：“揍他的鼻子……把他打翻……踢死

他。”

目睹了这次突然爆发之后，小朋友被带到另一个屋子，里面有很

多漂亮可爱的玩具。但在两分钟之后，实验者打断了小朋友，说这些

是她最好的玩具，她必须“把它们留给别的小朋友”。受到挫折的小

朋友现在到了另一个房间，里面有各种玩具，有的可用于攻击，另一

些则不能，其中包括充气娃娃和锤子。

如果小朋友没有看到成年人富于攻击性的示范，他们很少表现出

攻击性的言语和行动。虽然有挫折感，他们仍然很平静地玩着。但那

些观察到成年人攻击行为的小朋友则很可能拿起锤子击打玩具娃娃，

这一现象的发生概率要比没看过的小朋友高出许多倍。对成人攻击行

为的观察降低了他们对自己的抑制。而且，孩子常常重复示范者的动

作和话语。所以观察攻击性行为不仅降低了孩子对自我的控制，还教

给了他们怎样去攻击。

班杜拉（Bandura， 1979）认为，日常生活中，我们受到来自家

庭、文化和大众媒体的攻击性榜样的影响。身体富于攻击性的儿童往

往有惯用体罚的父母。父母用尖声训斥和拳打脚踢管教他们，从而塑

造了他们的攻击（Patterson & others，1982）。这些家长通常也受

过来自他们父母的体罚（Bandura & Walters， 1959；Straus &

Gelles， 1980）。虽然受虐待的孩子日后并不一定变成罪犯或者虐待

子女，但其中30% 的人确实对自己的孩子实施了类似的虐待，这一比



例是平均水平的4 倍（Kaufman & Zigler， 1987；Widom， 1989）。

在家庭中，暴力的结果往往会滋生新的暴力。

家庭之外的社会环境也给我们提供了学习的榜样。在崇尚“男子

汉气概”的社会里，攻击可以很容易地传递给下一代（Cartwright，

1975；Short， 1969）。青少年团伙的暴力亚文化为新成员提供了攻

击行为的榜样。在暴力风险相同的芝加哥青少年中，以前见到过枪击

暴力的人，做出暴力行为的可能性加倍地增加（Bingenheimer &

other， 2005）。

更广义的文化也有影响，来自经济不发达、贫富严重不均、尚武

且参与过战争的非民主文化的人，会倾向于支持和参与攻击行为

（Bond， 2004）。

尼斯比特（Nisbett， 1990， 1993）和科恩（Cohen， 1996，

1998）探讨了这种亚文化效应。据他们报告，在美国内部存在两种截

然不同的文化，居住在新英格兰、东海岸中部地区的民族冷静而注重

合作，而定居在南部大部分地区的民族（他们大多是苏格兰、爱尔兰

后裔）则崇尚武力和个人荣誉。前者多是农场主和手工工匠，后者则

是富于攻击性的猎人和牧人。因此到目前为止，在南方人居住的地区

中，白人的杀人案发率要比北方人定居的地区高。此外，南方的男性

比北方男性更多地认为他们的同伴支持攻击反应（Vandello &

others， 2008）。

人们通过亲身经历和观察攻击性的榜样，都可以习得攻击性的反

应方式。但什么情况下会真的出现这种反应呢？班杜拉（Bandura，

1979）认为，攻击行为是由挫折、疼痛、受辱等令人不快的体验激发

的，这些体验在情绪上把我们唤醒。但我们是否真的选择攻击性行为

还取决于我们对结果的预期。当攻击看上去比较安全甚至会带来好处

时，我们在被唤醒之后就很可能会那么做了。



环境对攻击的影响

社会学习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洞察力，它有助于我们考察攻击

的特殊影响。在何种条件下我们会表现出攻击行为？什么样的环境会

诱发我们扣动扳机？

厌恶事件

研究者内森·阿兹林（Azrin， 1967）做了一项实验，向笼中的

老鼠足部实施电击。阿兹林想知道，切断足部电击，是否可以强化两

只老鼠间积极的关系。他计划先对老鼠进行电击，一旦两只老鼠互相

接近，就把带来疼痛的电流切断。但让他十分吃惊的是，这个实验任

务是不可能完成的，因为一旦老鼠感觉到疼痛，马上就开始互相攻

击，实验者根本来不及把电流切断。电击（和疼痛）越强烈，攻击就

越猛烈。

是否只有老鼠才这样呢？研究者发现，对于很多种动物，遭受的

行为越残忍，它们对同伴施加的行为也就越残忍。如阿兹林

（Azrin,1967）所述：

这种疼痛—攻击反应在多种不同种系的老鼠身上都会发生。我们

发现，当以下任何一种动物中的一对被关在同一个笼子里时，电击都

会产生攻击行为：某些种类的老鼠，仓鼠，负鼠，浣熊，狨猴，狐

狸，海狸鼠，猫，海龟，猴子，白鼬，红松鼠，矮脚鸡，公鸡，短吻

鳄，鳌虾，两栖鲵类，几种蛇类，包括大蟒蛇、响尾蛇、褐鼠蛇、棉

口蛇、铜斑蛇和黑蛇。很显然，电击—攻击反应在很多种不同的生物

中普遍存在。所有这些动物在电击下做出的攻击反应都迅速而稳定，

而且都是与老鼠一样的“按钮操控”方式。

这些动物不会挑剔攻击目标，不论同类还是异类的动物，甚至是

充气娃娃和网球，它们都会发动攻击。



研究者还考察了其他形式的疼痛是否具有同样的作用。结果发

现：不光电击会引发攻击，强烈的炎热和“心理疼痛”——比如，一

只饥饿的鸽子在训练过程中，只要啄一个圆盘就可以得到食物作为奖

赏，这次却突然没有获得食物——都可以带来相同的反应。当然，这

里的“心理疼痛”就是我们所说的挫折。

疼痛同样会提高人类的攻击性。大概我们每个人在头痛或者绊了

脚之后，都曾有过那样的反应。伯克威茨和他的同事对此问题进行了

研究。他们以威斯康星大学的学生为被试，让他们把手放在一杯微热

的水，或者一杯冰凉刺骨的水中。结果，对旁边一个不断发出讨厌声

音的家伙，那些将手放在冰水中的被试更为急躁和烦恼，并且更倾向

于对此人表示强烈的不满。基于这些结果，伯科威茨（Berkowitz，

1983， 1989， 1998）认为，厌恶事件而非挫折才是敌意性攻击最基

本的诱发因素，虽然挫折确实是一类重要的不愉快事件。事实上任何

形式的厌恶事件，比如希望破灭、人身侮辱、躯体疼痛等，都可以激

起情绪爆发，甚至沮丧状态造成的折磨也会增加敌意性攻击发生的可

能性。

炎热

令人不适的环境也能提高攻击倾向。令人厌恶的气味、香烟味、

空气污染都与攻击性行为有着某种联系（Rotton & Frey， 1985），

但得到最广泛研究的环境诱发因素还是炎热。威廉·格里菲特

（Griffitt， 1970；Griffitt & Veitch， 1971）研究发现，相比那

些在室温条件下回答问卷的被试，在炎热的房间里（高于32℃）完成

任务的被试感觉更为疲惫，更富攻击性，对陌生人表现出更强的敌

意。随后的实验发现炎热还可以引发报复行为（Bell， 1980；Rule &

others， 1987）。



实验室条件下如此，真实世界里令人不快的炎热是否也会增加人

们的攻击呢？请看以下的材料：

● 当热浪侵袭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时，那些汽车里没有空调的司

机更可能对堵住路口的车大按喇叭（Kenrick & MacFarlane，

1986）。

● 在全美棒球联赛1986~1988 年几个赛季中，当比赛在30℃以上

的气温下进行时，击球手被球击中的事件比在26℃以下进行的比赛多

出三分之二（Reifman & others， 1991）。在炎热的天气里，投手不

会为如何投球而迷惑犹豫。他们不再走来走去，琢磨着该投什么样的

球。他们投出的球也更多重重地打在击球手身上。

● 1967~1971 年发生在美国79 个城市的暴动更多地发生在炎热

的日子里。

● 在6 个城市进行的研究都表明，天气炎热时更易出现暴力犯罪

（Anderson & Anderson， 1984；Cohn， 1993；Cotton， 1981，

1986；Harris & Stadler，1988；Rotton & Frey， 1985）。

● 在整个北半球，不仅酷热的日子会发生更多的暴力犯罪，在一

年中较为炎热的季节里，在更为炎热的那些夏季，更为炎热的年份、

城市或地区，也都是如此（Anderson & Anderson， 1998；Anderson

& others， 2000）。安德森等人认为，如果全球温度上升约2℃，那

么仅美国每年就会增加至少5 万起严重的袭击事件。

攻击

受到攻击或侮辱尤其容易引发攻击。日本大阪大学的Ohbuchi和

Kambara（1985）的实验都证实，蓄意的攻击将招致报复性回击。在此

类实验中，有两名被试在一项反应时测试中进行比赛；每组测验之



后，由获胜者决定给失败者施加多大强度的电击。事实上，每个被试

的对手都是一个设计好的电脑程序，该程序会稳步地、逐级增加电击

的强度。我们真实的被试在反应上是否会比较仁慈呢？事实几乎都不

是这样的，大部分的回应方式是：以牙还牙。

拥挤

拥挤（crowding），即当没有足够空间时的一种主观感受，这种

感受让人压抑。在拥挤的汽车上，拥堵在缓慢移动的高速公路上，或

者大学宿舍里3个人挤在一个小房间里，这些情况都会削弱个体的控制

感（Baron & others, 1976; McNeel, 1980）。类似的经历是否会提

高攻击性呢？

在过分拥挤的环境中，动物会体验到压抑感，进而强化它们的攻

击性(Calhoun, 1962; Christian & others, 1960)。然而，我们恐怕

很难从生活在犄角旮旯的老鼠的行为或者生活在孤岛上的鹿的行为去

推测生活在城市中的人的行为。无论如何，在人口密度高的城市中，

确实存在较高的犯罪率或情绪压抑（Fleming & others, 1987;

Kirmeyer, 1978）。即使这些城市没有比较高的犯罪率，生活在拥挤

城市中的居民会更容易感觉到恐惧。多伦多市的犯罪率比中国香港高4

倍；但是与多伦多的市民相比，虽然中国香港相对安全（人口密度比

多伦多高4倍以上），但香港市民却报告说在城市街道上产生更多的恐

惧感（Gifford & Peacock， 1979）。

减少攻击

我们考察了攻击的本能论、挫折—攻击理论以及社会学习理论，

我们也详细考察了影响攻击的各种因素。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减少攻

击呢？理论和研究可以提供控制攻击的方法吗？



宣泄假说成立吗

“年轻人应该学会排解他们的愤怒。”安·兰德斯（Landers，

1969）建议道。如果一个人“压抑了自己的愤怒，我们就要找到一个

出口。我们应该给他机会排遣愤怒。”杰出的精神科医生弗里兹·珀

尔斯（Perls，1973）如是说。沙利文（Sullivan，1999）在《纽约时

报》的一篇文章中则主张，“一些偏激的言论……帮助释放了愤

怒……它通过言语转移了冲突，避免见诸行动。”两种观点都采取了

“水压模型”——聚集的攻击能量就像被大坝拦住的水，需要释放。

一般认为，宣泄（catharsis）的概念是由亚里士多德创造的。虽

然亚里士多德实际上没有提到任何关于攻击的内容，但他确实提到，

我们可以通过体验情绪来摆脱它们，通过观看经典悲剧而达到一种对

怜悯和恐惧情感的宣泄（“净化”）。他相信，让某种情绪兴奋，就

是让那种情绪得到释放（Butcher， 1951）。宣泄假设已经扩展到不

仅仅包括观看戏剧，也包括回忆、重新体验往事、表达情绪和各种行

动。

社会心理学家一致认为，与弗洛伊德、洛伦兹及其追随者的猜想

正好相反，暴力并不能实现宣泄（Geen & Quanty， 1977）。实际

上，研究者布莱德·布什曼（Bushman，2002）曾指出：“用发泄来减

少愤怒无异于火上浇油。”例如，罗伯特·阿姆斯和他的同事报告

说，加拿大和美国的足球、摔跤和曲棍球比赛的观众在观看了赛事之

后表现出更多的敌意（Arms & others， 1979；Goldstein & Arms，

1971；Russell， 1983）。乃至战争似乎也没有减少人们的攻击情

绪。战争过后，国家的谋杀率有飙升的趋势（Archer & Gartner，

1976）。

在对宣泄假说的实验室检验中，布什曼（Bushman， 2002）安排

已被激怒的参与者击打沙袋，控制其中一组参与者回想惹自己生气的



人，另一组则想象通过击打使自己身体得到锻炼，并设置控制组不击

打沙袋。接下来，实验者告知参与者可以对让自己生气的人大声吼

叫，结果显示：击打沙袋并进行回想的那组参与者的行为最具攻击

性。由此可见，也许什么都不做反而比“发泄怒火”更能有效地减少

人们的攻击倾向。

在一些真实生活情境的实验中，同样发现攻击行为增强了攻击

性。埃贝·埃伯森和他的研究伙伴（Ebbesen & others， 1975）在

100个工程师和技师收到解雇通知并被此激怒后的很短时间内采访了他

们。先询问一些问题，给他们提供向其雇主或主管表达敌意的机会

——例如，“你认为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公司对你的不公正待遇？”

之后他们回答了一个问卷，评价对公司和主管的态度。之前“发泄”

或“排出”敌意的机会减少了这个评价里的敌意了吗？相反，他们的

敌意增加了。表达敌意导致了更多的敌意。

听起来熟悉吗？模块9曾提到，残忍的行为引发了相应的态度。更

进一步，正如我们在对斯坦利·米尔格拉姆的服从实验的分析中提到

的，轻微的攻击行为可以为自己找到正当理由。人们贬低受害者，从

而使进一步的攻击合理化。

报复从短期看可以减少张力，甚至提供快乐（Ramirez &

others， 2005），但从长期看却能激起更多的负性情绪。当愤怒的人

们击打一个沙袋，甚至相信这样能够宣泄，但影响是相反的——导致

他们表现得更残忍，布什曼和他的同事（Bushman & others， 1999，

2000， 2001）的研究得出的是这样的结论。“这就像那个老笑话，”

布什曼说道（Bushman， 1999），“如何走向事业的成功？实践，实

践，再实践。如何成为一个愤怒的人?答案是一样的，实践，实践，再

实践。”



我们应该因此而禁锢愤怒和攻击的欲望吗？生闷气显然不是更好

的办法，因为它让我们总是心中不平，反复念叨。幸运的是，我们可

以用非攻击的方法来表达我们的感觉，以及告知别人他们的行为是怎

样影响了我们。在不同的文化情境中，那些能够把对“你”的指责重

组成“我”的信息的人——“我很愤怒”或者“你把脏盘子留在那里

让我很不愉快”——以一种能使别人更好地做出积极反应的方式交流

他们的感受（Kubany & others， 1995）。我们可以不采取攻击性的

方式，而仍然可以坚持自己的利益。

社会学习法

如果攻击行为是习得的，那么就存在控制它的希望。让我们简单

回顾一下影响攻击的因素和思考如何消除它们。

厌恶体验，如期望破灭、人身攻击等都会导致敌意性攻击。所

以，避免给人们以错误的、不可达到的预期是明智的。预期的回报与

代价会影响工具性攻击。它建议我们应该奖励合作性的非攻击行为。

在实验中，当照料者忽略他们的攻击行为，并强化非攻击性行为

时，儿童的攻击性会降低（Hamblin & others， 1969）。

而且，惩罚的有效性也是有限的。大多数致命的攻击是一时冲

动、激烈的攻击，多是因争辩、侮辱或受攻击而引发的。除非这种致

命的攻击是冷静的工具性攻击，我们才能期望等到它发生之后，通过

重点惩治来杜绝此类行为。在那样的世界中，实行死刑的州其谋杀率

会低于没有死刑的州。但在我们这个世界，杀人多是一时冲动，情况

就不同了（Costanzo， 1998）。如约翰·达利和亚当·阿尔特

（Darley & Alter， 2009）提到的那样，“很多犯罪行为都是人们一

时冲动做出的，通常是年轻的男性，他们经常醉酒或嗑药，并且和其

他有着相似特点的年轻男性一起行动。”他们认为，通过增加惩罚来



减少犯罪无疑是徒劳的，但沿街的治安整顿却有着积极的效果，如在

一些城市中降低50%的持枪犯罪行为。

所以我们必须在攻击发生之前阻止它。我们应该学会用攻击之外

的手段来解决问题。心理学家桑德拉·乔·威尔逊和马克·利普西

（Wilson & Lipsey， 2005）综合了249项关于防止校园暴力项目的研

究，发现了令人振奋的结果，尤其是针对“问题”学生的研究。在教

授解决问题的技巧、情绪控制策略和冲突解决方法后，学校中有暴力

或破坏行为的儿童比率从20%降低到了13%。

为了创造一个温和的世界，我们可以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做

出榜样并奖励敏感性和合作，或许可以通过训练家长用非暴力的方式

教育孩子达到此目的。训练计划鼓励家长强化期待的行为，积极而非

消极地表达观点（“清理完你的房间以后，你就可以玩了”；而不是

“如果你不清理你的房间，你哪儿也别去”）。一个“替代攻击项

目”通过教给年轻人和他们的家长交流技巧，训练他们控制自己的愤

怒并提高他们的道德推理水平，已经显著降低了青少年罪犯和团伙成

员的再犯率（Goldstein & others， 1998）。

如果观看攻击榜样能降低抑制和引起模仿，那么我们也可以减少

电影和电视中野蛮、缺乏人性的那些描写，如同在影片中已经减少种

族主义和大男子主义的描写那般。我们也可以教育儿童，抵制媒体暴

力的影响。我们想知道电视网络是否可以“面对现实，改变节目”。

埃伦和休斯曼（Eron & Huesmann， 1984）训练来自伊利诺伊州奥克

帕克的170 名儿童：电视描述的世界是不真实的，攻击并不是像电视

说的那样常见和有效；实际上，我们并不提倡攻击行为（利用态度探

讨法，研究者鼓励儿童自己做这些推理，从而把对电视的批评归因为

自己的信念）。在两年后的再次研究中，这些孩子比没有受过训练的

孩子受电视暴力的影响要小。在一项最新的研究中，斯坦福大学的研



究者用了18 个学时来说服儿童，只是减少他们看电视和玩电视游戏的

时间（Robinson & others， 2001）。他们看电视的时间下降了1/3，

而且他们在学校的攻击行为和控制组儿童相比，下降了25 %。

攻击性的刺激也会引发攻击。这提示我们应该加大武器（例如手

枪）的获取难度。牙买加于1974年施行了一个大规模的反犯罪计划，

包括严格的枪支控制，以及对电视电影中枪战场面的审查制度

（Diener & Crandall， 1979）。

类似这样的建议可以帮助我们减少攻击。但是，我们知道导致攻

击的原因是复杂的，而且控制起来也并不那么容易。那么谁还能理解

安德鲁·卡内基在20 世纪所做的那个乐观的预言呢：“杀一个人将会

被认为是令人憎恶的，正如今天的我们认为吃人是令人憎恶的那

样。”自从他1900 年发表上述言论以来，已经有20 亿人被杀了。这

真是一个令人悲伤的讽刺——尽管今天我们已经能更好地理解人类的

攻击性，但是人性中的暴虐却依然如故。但是，文化是可以改变的，

正如科学作家纳塔莉·安吉尔所言，“北欧海盗曾烧杀抢掠，而他们

在瑞典的后裔近200 年来却没有打过一次仗。”

模块25 媒体会影响社会行为吗

美国联邦调查局报告说，从1960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青少年

因暴力犯罪被拘捕的比率上升了4倍。这促使社会心理学家发问：为什

么会有这样的变化？什么样的社会力量导致了暴力的迅速增加？

酒精可以引发攻击，但是酒精的使用自1960年以来并没有改变很

多。其他的生物因素（睾丸激素、基因、神经递质）同样影响了攻

击，但却无法解释文化的巨大改变。暴力事件的急剧增多，难道说是

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膨胀导致的吗？还是由于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



是由于双亲家庭的减少与无父家庭的增多？还是因为媒体中越来越多

的暴力形象以及对性的大肆渲染？

最后一个问题的产生，源于暴力包括性攻击的增长与20世纪60年

代的“性革命”以来媒体中暴力和性相关内容的蔓延是同时发生的。

这种历史上的一致性纯属巧合吗？色情文学（《韦氏词典》的定义：

用以提高性兴奋水平的性爱描写）的社会效果是什么？电视和电影中

的暴力榜样产生的影响是什么？

色情与性暴力

频繁接触虚构的色情片会产生严重的不良后果。看完色情片后再

去面对现实生活中平凡的伴侣，难免会发现后者的吸引力降低

(Kenrick & others, 1989)。色情片也会提高一个人对婚外性行为的

接受度，以及女人对男人性顺从的接受度(Zillmann, 1989)。摇滚视

频中雄性大发的男性形象和逆来顺受的女性形象，也同样会影响一般

人对男性和女性形象的看法(Hansen, 1989; Hansen & Hansen, 1988,

1990; St. Lawrence & Joyner, 1991)。

在当今的美国，色情行业迅速发展，其规模大于职业橄榄球、篮

球和棒球的总和。每年用于色情业的投资达100 亿美元，包括工业电

缆和卫星网络的架设，提供相关服务的剧院、收费电影、酒店室内电

影、色情杂志、性服务电话和色情网站等等（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2002；Richtel， 2007）。在一项对澳大利亚和美国青少

年和大学生的调查中，男生观看色情电影和浏览网络色情文学的次数

是女生的若干倍（Carroll & others， 2008；Flood， 2007；Wolak

& others， 2007）。



社会心理学对色情文学的研究着重于对性暴力的描写，这在21世

纪租借率最高的成人录像带中也是很常见的（Sun & others，

2008）。在典型的性暴力场景中，一个男人强制与一个女人性交。最

初她会抵抗并试着击倒袭击她的人。但逐渐地，她被性唤醒，也停止

了抵抗。最后她完全进入了愉悦状态，并不断地要求更多。我们都看

过或者阅读过对这一场景的非色情描写：她反抗，他坚持。精力充沛

的男人抓住并强吻抗拒的女人。不一会儿，女人本来一直推搡着男人

的手已经紧紧地抓住了他。她的抗拒已经被他释放的激情压倒了。在

《飘》一书中，斯佳丽被带到床上的时候还是抗拒的，她又踢又闹；

但是当她醒来，就又放声歌唱了。

社会心理学家提出，观看这样的虚构场景（一个男人制服一个女

人，并激起她的性兴奋）可以：（a）歪曲其关于女人对性侵犯的真实

态度的认识；（b）增加男人对女人的攻击。

对性现实的歪曲理解

观看性暴力是否可以强化所谓“强暴谬论”：女性会欢迎性骚扰

——女性在说“不要”的时候并非真的意味着“不要”？研究者们考

察了“强暴谬论”接受度与看电视频率之间的关系（Kahlor &

Morrison， 2007）。为了找出答案，马拉默斯和切克（Malamuth &

Check， 1981）给曼尼托巴大学的男生观看两部与性无关的电影或是

描写性的电影（一个男人制服了一个女人）。一周之后，做另外一个

主试的实验时，看过有适度性暴力描写电影的参与者更容易接受对女

人施以暴力的行为。

另外也有相关研究显示：接触色情信息会增强人们对“强暴谬

论”的接受度（Oddone-Paolucci & others， 2000）。在马林和林茨

（Mullin & Linz， 1995）的实验中，连续看了3天性暴力的电影后，

男性参与者对强奸和砍杀的焦虑水平逐渐降低了。和其他没有观看这



种电影的参与者相比，他们对家庭暴力的受害者表现出更少的同情

心，对受害者受伤害程度的估计偏低。正如唐纳斯坦等人

（Donnerstein，Linz， & Penrod， 1987）所述，要使人们接受一种

邪恶的角色、面对受到折磨与摧残的女性无动于衷，恐怕没有什么方

法比给他们看逐步升级的暴力影片效果更好了。

针对女性的攻击

有证据表明，色情文学也会导致男性对女性的实际攻击。相关研

究提出了这种可能性（Kingston & others， 2009）。约翰·柯特

（Court， 1985）指出，由于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色情文学的蔓延，世

界各地报告的强奸案发率陡然上升——除那些色情文学得到控制的国

家和地区外。与这一潮流相反的例子，如日本，暴力色情文学比较普

遍而强奸案发率却较低。这提醒我们，其他因素也是很重要的。在夏

威夷，报告的强奸案数量在1960~1974 年增长了9 倍，实行了对色情

文学的限制措施后下降，措施取消后再次回升。但也存在反例。日本

虽然有很多的暴力色情文学，但强奸率却很低。在美国，自从1995年

开始，尽管网络色情文学迅速增加，但报告的强奸率却没有增加。

在另一项相关研究中，拉里·巴伦和默里·斯特劳斯（Baron &

Straus，1984）发现，露骨的色情杂志（如《好色客》和《花花公

子》）在美国50个州的销售量与该州的强奸案发率恰好存在相关，在

控制了其他因素（如各州的青年男性人口比重）之后依然如此。阿拉

斯加在色情杂志销量和强奸案发率等方面均排名榜首，内华达州则在

两项指标上均列次席。

在采访中，加拿大和美国的性罪犯普遍承认了色情文学的作用。

例如，威廉·马歇尔（Marshall， 1989）报告说，安大略省的强奸犯

和猥亵儿童的罪犯看的黄色书刊，要远多于非性罪犯的男性。随后的

研究考察了341位加拿大娈童者发现，即使在控制了其他的性虐待预测



源后，情况依然如此（Kingston & others， 2008）。美国联邦调查

局对连环杀手的研究和洛杉矶警察局对儿童性虐待者的研究都报告

说，罪犯阅读了大量的黄色书刊（Bennett， 1991；Ressler &

others， 1988）。而在大学男生中，控制了其他能够预测反社会行为

的变量（如一般敌意）后，高的色情文学消费量仍然能够预测性暴力

行为（Vega & Malamuth， 2007）。

虽然实验室研究仅适于短期行为，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与相关研

究相比，其优越之处在于能够揭示现象间的因果关系。21位主要的社

会科学家对研究的成果做了总结：暴力色情刺激增加了对女性的惩罚

性行为（Koop， 1987）。其中唐纳斯坦（Donnerstein， 1980）做了

这样一项实验：给威斯康星大学的120名男生观看中性、色情和色情暴

力（强奸）的影片各一部。然后，这些学生作为另外一项实验的部分

参与者，需要教他们的一位男性或女性同伴学习一些无义音节，并由

他们控制对同伴的错误答案给予不同程度的电击惩罚。看过强奸电影

的男生倾向给予同伴更强的电击，尤其当他们感到愤怒而且同伴为女

生时。

如果你为此类实验涉及的伦理问题而担忧，那么请放心，这些研

究者已经考虑到了他们给予参与者的这些体验可能引起的争议及其影

响。实验必须是在参与者知情的情况下才能进行。而且实验完成后，

实验者会针对影片传达的荒谬说法对参与者进行矫正（Check &

Malamuth， 1984）。

此类实验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科学研究，也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

虑。在一项包含9 684名美国成年参与者的全国性调查中，11%的女性

报告了曾被男性强迫与之发生与性有关的行为（Basile & others，

2007；CDC， 2008）。



其他的工业化国家进行的调查得到了类似的结果。3/4的陌生人强

奸以及几乎所有的熟人强奸都未曾报案。因此，官方报告的强奸案发

率远远低于实际的强奸案发率。

媒体意识教育

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大多数德国人对大屠杀中充斥的可耻的

反犹行径熟视无睹一样；今天，对于媒体中充斥的对女性的骚扰、虐

待、强迫的画面，人们业已司空见惯。那么，我们是否应当对媒体中

贬低、侵犯女性的内容依法进行限制呢？

在对个人权利和集体权利的比较中，大多数西方国家的人倾向于

认为个人权利高于集体权利。作为媒体监管制度之外的另一种方法，

很多心理学家都喜欢使用“媒体意识训练”。在以往对色情文学的研

究中，研究者成功地教育参与者并使他们重新认识女性对性暴力的真

实态度；那么同样地，教育者能够促使人们对色情作品进行批判性的

思考吗？通过增强人们对色情作品中“女性主导”的观点和存在的性

骚扰、性暴力等问题的警觉性，我们或许可以揭穿“女性喜欢受胁

迫”的谬论。正如唐纳斯坦等人（Donnerstein， Linz， & Penrod，

1987， p.196）所述，“我们的理想主义乃至天真的愿望，就是科学

所揭示的真理终将胜利；公众将会相信，这些作品不仅贬低了其中的

角色，也贬低了其观众。”

这个愿望天真吗？试看：在没有禁止香烟的情况下，美国的烟民

从1965 年的42% 降到了2004年的21%（CDC， 2005）。在没有对种族

歧视进行审查的情况下，一度常见的非裔美国人在媒体中的形象——

单纯、迷信的小丑形象——已近乎绝迹。随着公众意识的改变，剧本

作者、制作人以及媒体监制开始觉得丑化少数民族是不合适的。将来

有一天，当我们回忆起当年的电影通过丑化黑人、血腥残杀、性暴力

来取悦观众时，是否会备觉尴尬？



电视

我们已经知道，观看攻击者会引发孩子的攻击欲望，并教给他们

实施攻击的新办法。我们还知道，在看过性暴力影片后，很多愤怒的

男性会对女性更加暴力。那么观看电视是否会有类似的效应呢？

虽然最近的数据很难找到（20世纪90年代初以后，媒体监督的基

金越来越少），但与看电视有关的一些事实仍然存在：今天，在大多

数工业国家中，基本上每个家庭都有电视机（如在澳大利亚，电视机

的普及率为99.2%），超过了电话的拥有率（Trewin， 2001）。大多

数家庭拥有不止一台电视机，这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家长报告

他们的孩子看什么与孩子自己报告他们看什么之间的相关很低

（Donnerstein， 1998）。

在一般的美国家庭中，电视机每天开8 个小时，平均每个家庭成

员要看3个小时的电视节目。由于数字视频录像（DVRs）系统的出现，

人们能够调整他们看电视的时间，所以从2008年开始美国人看电视的

时间比原来增加了（Nielsen，2008a， 2008b）。女性比男性看得更

多，非白人比白人看得更多，学龄前儿童和退休的人比上学和工作的

人看得更多，教育程度低的人比教育程度高的看得更多（Comstock &

Scharrer， 1999；Nielsen， 2008a）。

在每天看电视的这几个小时中，哪些社会行为被模仿了呢？从

1994 年到1997 年，国家电视暴力研究中心的职员日夜不停地对来自

各大网络和有线频道的约一万个节目进行调查（1997年）。他们发现

了什么？ 10个节目中有6个包含暴力内容（“以身体上的胁迫造成伤

害和杀害的威胁，或者造成实际伤害和杀害”）。

结果是什么呢？正如专家所言，电视发射的电磁波吸引了孩子们

的眼球，以至于他们花在电视上的时间甚至多于花在学业上的。实际



上，这比花在任何一项清醒状态下的活动上的时间都多。到小学毕业

时，平均每个儿童在电视中看了8 000项谋杀案和10万种其他的暴力行

为（Huston & others， 1992）。基于一项对电视内容的研究，美国

电视黄金时间段中的暴力行为从1998年到2005~2006年的播出季增加了

75%，达到了平均每小时4.41个暴力事件（PTC， 2007）。格布纳

（Gerbner， 1994）在历经长达22年对暴力节目的统计之后，悲叹

道：“人类曾经有过许多更嗜血的时代，但是从来没有一个像现在这

样暴力影像无处不在。我们被暴力作品的潮流所淹没，这个潮流是前

所未见的……它用经过专业编排的残忍画面淹没了每个家庭。”

黄金时段播放的犯罪节目会刺激类似行为的产生吗？还是说，观

众通过观看节目间接地参与了暴力行为，从而释放了其攻击性的能

量？后面的那个观点，是宣泄假说的一个变体。该理论主张，观看暴

力节目可以让人们释放他们被压抑的敌意。为媒体辩护的人经常援引

该理论，并提醒我们，暴力行为是先于电视出现的。倘使和批评电视

的人进行一次想象中的辩论，维护媒体的人会争辩说：“电视没有参

与对犹太人和印第安人的灭绝性屠杀。电视仅仅反映和迎合了我们的

口味。”“这个我同意，”批评者回答道，“但是你无法否认，自从

有了电视以后，美国报告的暴力犯罪增长速度远远高于人口的增速这

一事实。显然你不会这样认为：流行文化只是被动地反映公众意识却

对其没有任何影响，或者说，广告商所信赖的媒体的力量只是一种幻

觉。”辩护者回答：“暴力泛滥的原因很多。通过让人们待在家里而

不是上街，以及为他们发泄攻击能量提供无害的机会，电视可能反而

在减少攻击行为。”

电视对行为的影响

观众会模仿暴力榜样吗？大量的例子表明，人们在实际生活中重

演着电视上的犯罪。一项对208例判刑罪犯的调查发现，10人之中有9



人承认他们通过观看犯罪节目学习到新的犯罪技巧。10人之中有4人说

他们曾经尝试在电视中看到的那些犯罪行为（TV Guide， 1997）。

看电视与行为的相关研究

犯罪故事不能算是科学的证据。因此研究者用相关和实验研究来

检验观看暴力节目的效应。一种经常用于学龄儿童的技术可以用来检

验观看电视是否可以预测他们的攻击性。在一定程度上，这种预测是

可行的。一个儿童看的电视节目中包含的暴力内容越多，那么他的攻

击性就会越高（Eron， 1987；Turner & others，1986）。这种相关

不高，但在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都存在。而且这延伸到了间接的攻

击中。经常观看以散布流言、背后中伤和社会排斥为原型的节目的英

国女孩，会表现出更多的此类行为（Coyne & Archer， 2005）。

由此我们是否能够得出结论，观看暴力电视会助长攻击？也许你

早就已经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因为这是一个相关研究，反方向的因果

关系可能也是存在的。或许是攻击性强的儿童喜欢暴力节目。还可能

是某些潜在的其他变量（如低智商），使得有些儿童既喜欢暴力节目

同时又表现出较多的攻击行为。

研究者们发展了两种方法来检测这些可能的解释。他们用统计方

法排除某些可能因素的影响，以考察“潜在变量”解释。例如，威廉

·贝尔森等人（Belson，1978；Muson， 1978）对 1 565个伦敦男孩

进行了研究。与那些没观看多少暴力的孩子相比，看了大量的（尤其

是现实中的而不是动画中的）暴力节目的儿童，在过去6个月中多表现

出了50% 的暴力行为（例如，“我破坏了电话亭里的电话”）。 贝尔

森还检查了22个可能的干扰因素，比如家庭规模。在控制了干扰因素

后，看得多和看得少的被试间仍旧表现出了显著差异。所以他推测，

的确是因为看了更多的电视而增加了暴力行为。



图25-1

儿童看电视的频率与之后的犯罪行为。8 岁时观看暴力可以预测其30 岁时的严重犯

罪行为。资料来源：Data from Eron and Huesman (1984).

类似地，伦纳德·伊侬和罗威尔·霍斯曼（Eron & Huesmann，

1980， 1985）发现在875个观看暴力电视的8岁儿童中，即使在统计上

剔除了一些明显可能的干扰因素，也能发现两者间存在相关。而且，

当这些人19岁时再次对其进行研究，结果显示：8岁时对暴力的接触，

能够中度预测他们在19岁时的攻击性，但是在8岁时的攻击性并不能预

测19岁观看暴力的多少。攻击行为随着观看出现，但是反过来却不能



成立。此外，到了30岁，童年看了大量的暴力电视的人因罪判刑的可

能性更大（图25-1）。

后续研究用不同方法证实了上述结论，包括：

● 8岁时观看暴力电视与其成人时期虐待配偶的可能性存在相关

（Huesmann & others， 1984， 2003）。

● 青春期观看暴力电视与其之后发生殴打、抢劫和威胁恐吓的可

能性存在相关（Johnson & others， 2002）。

● 小学生观看暴力节目越多，2~6个月后他们参与打架的次数就

越多（Gentile& others， 2004）。

在上述这些研究中，研究者已经控制了可能的“第三因素”，如

实验前已有的低智力或敌意等。

另外一个需要考虑的事实是：哪里有电视，暴力便随之增多，乃

至于谋杀率也随着电视的出现而增长。在加拿大和美国，1957~1974

年，杀人案发生率随着暴力电视的传播增长了2倍。在人口普查地区

内，电视出现得晚的那些地方，杀人案发率的攀升也出现得晚些。在

南非白人聚集的地方，电视直到1975年才被引进，而这种类似的杀人

案发率的翻倍也直到1975年才出现（Centerwall， 1989）。一个对电

视出现得很晚的加拿大乡村的严密研究表明：运动场上的暴力行为在

电视出现后很快翻了一番（Williams， 1986）。

要注意的是，这些研究显示了研究者现在是怎样利用相关研究的

结果来间接推论因果关系的。然而，仍旧可能是那数不清的潜在变量

造成了看暴力节目与攻击行为之间纯属巧合的联系。幸运的是，实验

方法可以控制这些无关的因素。如果我们随机的选择一些儿童来观看

一个暴力电影而另外一些看非暴力电影，之后两组在攻击行为上表现



出来的任何差异都应归因于他们之间惟一不同的因素：他们观看的分

别是什么。

看电视的实验研究

在班杜拉和沃尔特斯（Bandura & Walters， 1963）所做的开拓

性实验中，有时让幼儿观看成人重击一个充气娃娃的电影而不是亲眼

观看这个场面，发现两者产生了几乎一样的效果。之后，伯科威茨和

吉恩（Berkowitz & Geen，1966）发现，观看了一部暴力电影的愤怒

的大学生比观看一部非暴力电影的同样愤怒的大学生表现出更强的攻

击性。这些实验室实验，加上越来越多的社会关注，促使美国医事总

署在20世纪70年代初批准了50项新的研究项目。随着这些研究及后来

100余项研究的开展，逐渐证实了观看暴力导致攻击增加的结论

（Anderson & others，2003）。

例如，分别由美国的罗斯·帕克（Parke， 1977）和比利时的雅

克·莱恩斯（Leyens， 1975）所领导的研究小组给收容的美国和比利

时少年犯男孩观看攻击性或非攻击性的商业电影。结果一致表明：

“观看暴力电影……导致观众的攻击性增加。”与看电影前一个星期

相比，观看暴力电影的男孩们在小屋里出现身体袭击的数量暴增。与

之类似，多尔弗·齐尔曼和詹姆斯·韦弗（Zillmann & Weaver，

1999）给男性和女性被试在连续的4 天内观看暴力或非暴力的电影。

第5 天，当他们参与另外一项研究时，看暴力影片的人对研究助手表

现出了更多的敌意。

这些实验激发出的攻击并不是袭击和殴打；它更多地表现为买午

餐排队时的推搡、出口伤人，以及威胁性动作这一水平。无论如何，

这些证据的一致性还是令人吃惊的。“不可辩驳的结论是，”美国心

理学会青年暴力委员会1993年这样表述，“观看暴力节目导致了暴力

的增加。”对于有攻击倾向的人尤其如此。当一个有魅力的人因正当



理由而实施了适度的暴力，而这种暴力未受惩罚且没有造成任何伤害

时，观看暴力节目的效果是最为显著的（Comstock， 2008；Gentile

& others， 2007；Zillmann & Weaver， 2007）。

总而言之，布拉德·布什曼和克雷格·安德森（Bushman &

Anderson， 2001）总结道，观看暴力之于攻击的影响，要胜过被动抽

烟之于肺癌，钙的摄入量之于骨质密度，以及家庭作业之于学业成

就。如克里斯托弗·弗格森和约翰·吉尔伯恩（Ferguson &

Kilburn， 2009）所提到的，正如抽烟之于癌症，并不是每个人都会

表现出这种影响——因为其他因素也有重要作用。媒体和一些研究也

会告诉我们，另一些因素也会有影响（Gunter， 2008）。但是，现在

这种证据已经是“压倒性的”，布什曼和安德森指出，“观看媒体中

的暴力会导致攻击的显著增加。”一项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的项目

中，主要的媒体暴力研究者均认为，研究的基础是广泛的，方法是多

样的，而总的发现则是一致的（Anderson & others， 2003）。“我

们深入地回顾……有明确的证据显示，观看媒体中的暴力，无论是即

时的还是在长期的情况下，均会增加攻击行为和暴力行为的可能

性。”

为什么看电视会影响行为

鉴于相关研究与实验研究结论的一致性，研究者探索了为什么观

看暴力节目会有这种效果。考虑三种可能性（Geen & Thomas，

1986）。其一，导致社会暴力行为的不是暴力内容本身，而是由其造

成的唤醒状态（Mueller & others， 1983；Zillmann， 1989）。如

前所述，唤醒状态容易引发其他行为。

另一些研究显示，观看暴力使人们降低抑制。在班杜拉的实验

中，成人对充气娃娃的重击似乎使这种发泄方式显得合理，从而降低

了儿童的抑制。观看暴力内容通过激活与暴力关联的想法，进而引发



了观众的攻击行为（Berkowitz 1984；Bushman & Geen， 1990；

Josephson， 1987）。听歌词中含有性暴力的音乐似乎有类似的效果

（ Barongan & Hall ，  1995；Johnson & others ，  1995；

Pritchard，1998）。

媒体内容同样引起模仿。班杜拉实验中的儿童模仿了他们之前看

到的特定行为。商业电视对于电视导致人们的模仿行为很难辩驳：它

的广告商引导了消费。然而，媒体的高管们声称，电视只是对这个暴

力社会的镜像反映；艺术是对生活的模仿；因此胶片上的世界向我们

展示了真实的世界。这些说法是对是错？事实上，电视节目中，攻击

行为远远超出爱抚行为，二者比例为4:1。同样地，电视在其他方面也

塑造了一个不真实的世界。

不过这里也有好消息，如果电视上塑造的联系和问题解决的方式

真的导致了模仿，特别是在年轻的观众中，那么对亲社会行为

（prosocial behavior）的塑造对社会就将是有利的。在模块30中，

我们会进一步探讨电视还能够教导儿童一些好的东西。

在某项研究中，研究者（Friedrich & Stein，1973; Stein &

Friedrich, 1972）发现，学龄前儿童每天观看一集《罗杰先生的邻

居》，作为幼儿园的活动之一，共持续4周。（《罗杰先生的邻居》这

个节目的目的是促进幼儿的社会性和情绪发展。）在观看电视期间，

那些来自教育程度低的家庭的孩子变得更具合作性，更乐于帮助他

人，更愿意表达自己的感情。在随后的研究中，幼儿园的孩子看了4集

《罗杰斯先生的邻居》后，不管是在考试还是游戏测试中，都更容易

说出节目中的亲社会内容（Friedrich & Stein, 1975; also Coates

& others, 1976）。

媒体影响：电子游戏



科学界关于媒体传播暴力对人们是否有影响的争论“已渐渐平

息”，金泰尔与安德森这样认为（Gentile & Anderson， 2003；

Anderson & Gentile， 2008）。研究者现在将注意力转向了电子游

戏。电子游戏作为一种娱乐产品正越来越受到大众的欢迎，而且其中

暴力血腥内容愈来愈多。金泰尔与安德森指出，教育研究表明“电子

游戏是一种良好的教学工具。如果健康的电子游戏能够使人们学会健

康的行为，比如，模拟飞行的电子游戏可以教会人们如何飞行，那么

人们从模拟谋杀的游戏中又会学到什么呢？”

儿童电子游戏

至2010年，电子游戏产业已诞生38周年。自从1972年推出第一个

电子游戏以来，已经由电子乒乓游戏发展到暴力游戏（Anderson &

others， 2007）。进入21世纪，美国人每年会购买2亿个左右的电子

游戏，平均每个女孩每周玩6个小时的电子游戏，而男孩则会玩12个小

时（Gentile & others， 2004）。当今的暴力游戏很流行。在一项对

四年级学生的调查中，59%的女生和73%的男生报告，暴力游戏是他们

最喜欢的游戏（Anderson， 2003， 2004）。虽然游戏会以“M”（成

年人）为标志，以示其只对17岁以上的成年人出售。但在市场上，却

常常出售给未成年人。联邦贸易委员会调查发现，未成年儿童尝试购

买暴力游戏的成功率为五分之四（Pereira， 2003）。

金泰尔（Gentile， 2004）注意到，在一项称为《侠盗猎车手：

圣安地列斯》的流行游戏中，玩家被邀请扮演一个精神病患者。“你

可以用车轧行人，可以劫车，可以一边开车一边打枪，还可以跑到红

灯区接上一个妓女，在你的车里与她性交，然后把她杀了，拿回你的

钱。”在逼真的3D画面中，你可以把人打翻，狠狠踩踏，直到他们吐

血，然后看着他们死去。正如伯斯基和伯拉斯科维奇（Blascovich，

2005）的新研究所表明的，视觉逼真的游戏具有更强的真实性、卷入

程度和影响力。



电子游戏对儿童的影响

在肯塔基州、阿肯色州和科罗拉多州，十几岁的青少年模仿他们

在屏幕上玩的暴力恐怖游戏，这一现象的出现引起了人们对暴力游戏

的关注。人们开始担心：年轻人从无尽的袭击和肢解他人的角色扮演

中习得了什么？

大多数烟民并不是因为心脏病死掉的，大多数受过虐待的儿童也

没有因之变得残忍，虐待他人。大部分在凶杀模拟器上花掉数不清的

时间的人，其实过着文雅的生活。所以暴力游戏的支持者可以宣称，

和人们对烟草、电视感兴趣一样，暴力游戏是无害的。交互数码软件

协会主席洛温斯坦（Lowenstein， 2000）指出：“至今，没有任何证

据证明，玩暴力游戏可以导致攻击行为。”金泰尔和安德森却给出了

一些理由，证明为什么玩暴力游戏可能比观看暴力电视更容易诱导人

们做出攻击性行为。在玩电子游戏时，游戏者：

● 认同暴力人物的身份并进行角色扮演；

● 积极地演练暴力行为，而不是被动地观看；

● 参与扮演暴力活动的全过程——选择刺杀对象，购买枪支弹

药，靠近目标，进行瞄准，扣动扳机；

● 参与持续武装暴力活动并进行威胁恐吓；

● 不断地重复暴力行为；

● 从有效攻击中获得奖赏。

基于上述原因，军队为使战士在战斗中英勇射击（据报道，二战

时许多士兵显得动作迟疑），常常训练他们玩模仿攻击游戏。



但实际中，科学的研究结果又有怎样的发现呢？克雷格·安德森

（Anderson，2003， 2004；Anderson & others， 2004， 2007）对

36 项研究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发现五种一致的效应。与非暴力

电子游戏相比，玩暴力电子游戏更容易：

● 提高唤醒水平。心跳加速和血压升高。

● 引发攻击性思维。如布什曼和安德森（Bushman & Anderson，

2002）的研究发现：大学生玩一组暴力游戏后，请其对汽车被追尾的

司机的行为进行预测时，他们更倾向于认为司机会做出攻击性反应，

如言语辱骂，打架，踢破窗子。

● 唤醒攻击性情绪。挫折体验增强，表达出的敌意也更多，尽管

这种敌意情绪在游戏结束后的几分钟内就会平息（Barlett &

others， 2009）。

● 诱发攻击性行为。玩过暴力游戏的儿童，在与同伴相处时，更

容易表现出攻击性倾向，与老师争执，喜欢结伙打架。无论是同伴、

教师还是家长报告，无论是实验室内还是实验室外，这一效应均普遍

存在。原因见图25-2。仅仅是因为具有敌意特质的儿童被这些游戏所

吸引吗？并非如此，在控制了人格特质和气质之后，电子游戏中的暴

力仍然会增加儿童的攻击性（Bartholow& others， 2005）。除此之

外，道格拉斯·金泰尔和他的同事们（Gentile & others， 2004）对

青少年的观察结果表明，即使是在敌意较低的青少年中，玩暴力游戏

的人中参与打架行为的百分比是他们不玩暴力游戏的同伴的10倍。当

他们开始玩暴力游戏之后，先前没有敌意的孩子会越来越喜欢打架。

在日本，在上学早期玩电子暴力游戏同样能够预期他们之后的身体攻

击性，即便控制了性别和早期的攻击性等因素，仍然有这样的结果

（Anderson & others，2008）。



图25-2

暴力游戏攻击倾向的影响。资料来源：Adapted from Craig A. Anderson and

Brad J.Bushman (2001).

● 减少亲社会行为。人们在玩暴力游戏之后，帮助在走廊上哭泣

的人或自己的同伴方面反应变得迟钝。在后来的金钱决策任务中，他

们变得更加容易利用同伴，而不是信任或与之合作（Sheese &

Graziano， 2005）。他们与情绪有关的脑区表现出了更少的激活，即

降低了对暴力的敏感性（Barthlow & others，2006；Carnagey &

others， 2007）。

此外，玩暴力游戏的时间越长，这种效应越明显。越血腥的游戏

（例如，真人快打游戏中提高血腥程度的设定），游戏之后所引起的

敌意和唤起就越高（Barlett & others， 2008）。现在，电子游戏中

的暴力不断升级，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最新的研究所揭示的影响是最

大的。还有更多影响机制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但就目前的研究，我们

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与宣泄假说相反——例如，一个公民自由作家认

为，暴力游戏对暴力倾向具有“冷却效应”（Heins， 2004）——过



多地模拟暴力行为只会促使其攻击性倾向增强，而不是宣泄暴力情

绪。

作为一位有社会关怀的心理学家，安德森（Anderson， 2003，

2004）向家长呼吁，父母应该关注孩子周围的媒体，并保证其接触健

康的媒体。至少在家里，应该完全做到这一点。虽然家长不可能完全

得知孩子在其他地方的行为，也不能控制孩子的同辈文化中媒体的影

响（这就是为什么劝告家长“只是说不”就太天真了），但是最起码

在家里，应为孩子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鼓励其参与健康的游戏。也

可以与其他父母进行交流，共同为孩子建立良好的成长环境。学校应

该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媒体意识教育。

模块26 谁喜欢谁

开天辟地以来，就存在着吸引——男性与女性之间的相互吸引。

什么因素使一个人喜欢或爱上另一个人呢？以喜欢和爱情为主题

的文章太多了，几乎所有可能的解释，包括对其对立面的解释，都已

被阐述过。对多数人来说，也包括你，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喜欢和爱情

呢？不见面使彼此的心更加炙热，还是“眼不见，心不念”呢？因为

喜欢而吸引还是因为吸引而喜欢？

吸引的回报理论是一种简单却很有影响的理论：我们喜欢那些回

报我们或者与我们得到的回报有关的人。朋友之间互相回报。如果跟

某人交往所得到的回报大于付出的成本，那我们就喜欢并愿意继续维

持这种关系。同样，我们还喜欢与那些能让我们心情愉悦的人交往。

哈特菲尔德和沃尔斯特（Hatfield & Walster，1978）通过研究，发

现了一条与人相处时很实用的小贴士：“浪漫的晚餐、在剧院观看演

出、在家共度夜晚、度假，这些都很重要……如果你希望维系与伴侣



的关系，那么你和你的伴侣都要继续把你们的关系跟美好的事物联系

起来。”

但是，作为一种最具影响力的泛化理论，吸引的回报理论使许多

问题悬而未决。例如，具体来讲，什么是回报？通常，我们是给予我

们不同的人带来回报呢？还是给予我们相似的人带来回报？是过分地

夸奖别人还是有建设性地批评别人？哪些因素能够强化你的亲密关

系？

接近性

两个人能否成为朋友？接近性（proximity）是一个强有力的预测

源。尽管接近也可能诱发敌意，大多数攻击和谋杀都发生在生活在一

起的人们中间，但接近性更容易产生喜欢。莱比锡大学的米迪亚·贝

克及其同事证实了这一点（Back & others， 2008）。他们在第一次

班会上给学生随机安排座位，然后让他们每个人对全班进行简短的自

我介绍。一年后，学生们报告与那些碰巧就在第一次班会时挨着坐或

附近的人有更多朋友关系。

尽管对于那些煞费苦心想搞明白浪漫爱情神秘起源的人来说，接

近性这一因素显得微不足道，但是社会学家已经证实，大多数人的婚

姻对象是那些和他们居住在相同的小区，或在同一个公司或单位工

作，或曾在同一个班里上过课的人（Bossard， 1932；Burr， 1973；

Clarke， 1952；McPherson & others， 2001）。在皮尤调查公司

2006年的一项关于已婚或处于长期亲密关系的人的调查中发现，38%是

在工作中或在学校遇到的，剩下的也是因为他们前往居住的社区、教

堂或体育馆时经常相遇，或者就是一同长大的伙伴。环顾四周想一

想，如果你要结婚的话，他或她也很可能是在你步行可及范围之内居

住、工作或学习的某个人。



相互交往

事实上，地理距离并不是关键，功能性距离——人们的生活轨迹

相交的频率——才是关键。我们常常与那些共享居住区入口、停车场

和娱乐场所的人成为朋友。随机分配到同一宿舍的大学生，当然不可

避免地频繁交往，所以他们更可能成为好朋友而不是敌人（Newcomb，

1961）。我所在的大学里，男生和女生曾经住在校园的两头，可以理

解，他们经常抱怨缺乏异性朋友。现在，他们住在同一宿舍区的不同

地方，并共享过道、休闲室和洗衣设备，男生和女生之间的友谊较之

前多得多了。这样的交往能使人们寻求彼此的相似性，感受对方的喜

爱，并把自己和他们视为同一个社会的单元（Arkin & Burger，

1980）。

所以，如果你刚到一个城市而且想交朋友，就尝试一下去租靠近

邮筒的房子，坐靠近咖啡壶的桌子，在靠近主要建筑的停车点停车，

这些都是帮你建立友谊的基石。

为什么接近会诱发喜欢呢？其中一个原因便是易得性；很显然，

我们很少有机会认识一个不同学校的人或住在另一城市的人。但是事

实远不限于此，大多数人更喜欢他们的舍友，更喜欢隔壁的人，而不

是隔了几个门或是住在楼下，距离刚刚远到令人感到不便的那些人。

此外，那些距离接近的人，就像容易成为朋友一样，也容易成为敌

人。那么，为什么接近性更容易培育感情而不是滋生仇恨呢？

对相互交往的预期

接近性能使人们发现共性并交换回报。更重要的是，仅仅是对相

互交往的预期就可以引发喜欢。达利和伯奇德（ Darley &

Berscheid， 1967）发现了这一点。他们向明尼苏达大学的女生提供

一些关于另两位女生的模糊信息，并告诉她们待会儿须与其中的一位



进行亲密的交谈。然后问她们对那两名女生的喜欢程度。结果发现，

她们更偏好预期与之见面的那位女生。对与一个人约会的预期也能促

进喜欢（Berscheid & others， 1976）。甚至那些大选中落败方的支

持者，也会发现自己对于获胜方——现在是他们的对立方——的看法

也有所改善（Gilbert & others，1998）。

这种现象具有适应性的意义。预期的喜欢——期望某人是令人喜

爱的和容易相处的——能增加与之建立互惠关系的机会（Klein &

Kunda， 1992；Knight & Vallacher， 1981；Miller & Marks，

1982）。我们更喜欢那些经常见面的人是有积极意义的。我们的生活

充满了与他人的关系，并不是所有的都是我们能选择的，但我们却必

须与他们——室友、兄弟姐妹、祖父母、老师、同学、同事等进行持

续的交往。喜欢他们必定有助于和他们建立更好的关系，反过来，这

样的关系也造就了更快乐、更有成就的生活。

曝光效应

接近性引发的喜欢不仅是因为接近性能产生相互交往和预期的喜

欢，而且还有另一个原因：200 多个实验结果显示，熟悉不会导致轻

视。这和一个古老的谚语正好相反。事实上，熟悉诱发了喜欢

（Bornstein， 1989， 1999）。对于各种新异刺激——无意义音节、

汉字、音乐片段、面孔——的曝光（mere exposure）都能提高人们对

它们的评价。虚构的土耳其文字，诸如nansoma、 saricik 和

afworbu，比真正的文字iktitaf、biwojni 和kadirga 意味着更好还

是更不好的事物呢？密歇根大学的学生接受了罗伯特·扎伊翁茨

（Zajonc， 1968， 1970）的测试，结果显示，他们更加偏好那些出

现频率高的单词，看到无意义词语或中国表义文字的次数越多，他们

便认为这些字词表示的意思也越积极（图26-1）。这使我萌发了做一

个课堂验证的想法，先是周期性地在屏幕上用动画呈现某些无意义词



语，在学期末，学生们对这些“词语”的评价比那些他们从没见过的

无意义词语的评价要更积极。

请考虑一下，你最喜欢字母表里哪些字母？不同国家、不同语言

和不同年龄的人都偏好他们名字中的字母，以及那些在母语里频繁出

现 的 字 母 （ Hoorens & others ，  1990 ，  1993；Kitayama &

Karasawa， 1997；Nuttin， 1987）。法国学生把大写字母W 评价为

最不喜欢的字母，而W 正是法语里最不常见的。日本学生不但偏好他

们姓名中的字母，而且还偏好与自己生日对应的数字。当然，这种

“姓名效应”也不单纯是“曝光效应”的反映——有关内容详见“聚

焦：喜欢与自己相关的事物”。

图26-1

曝光效应。在多次呈现刺激之后，学生们对刺激的评价（此处呈现了样本中的一

个）更为积极。

资料来源：From Iajonc, 1968.



曝光效应违背了我们通常对厌倦（兴趣降低）的预测，即重复听

到的音乐和反复吃的食物会引起厌倦（Kahneman & Snell， 1992）。

除非这种重复是没完没了的（有一句朝鲜谚语：“即使是最好的音

乐，听多了也会厌倦”），否则通常它的确会使喜欢增加。当巴黎的

埃菲尔铁塔在1889 年完工时，曾被嘲笑是奇形怪状的东西

（Harrison， 1977）。而今天，它已变成了巴黎备受喜爱的标志物。

扎荣茨（Zajonc， 1998）指出，曝光效应具有“巨大的适应意

义”。它是一种可以预定我们的吸引和依恋倾向的“硬件”现象。它

有助于我们的祖先把熟悉的或安全的事物，与不熟悉的或不安全的事

物区分开来。

当然，曝光效应也有缺点，即我们对陌生人的警惕。这能解释当

人们面对那些不同于自己的人时，为什么会产生一种原始的、自动的

偏见。害怕或带偏见的感受并不总是刻板印象的表现；有时候，刻板

印象是为了对直觉的情感进行辩护而出现的。三个月大的婴儿表现出

对自己种族的偏好：当被多个种族的人围绕时，他们会更偏好于盯着

他们自己熟悉种族的面孔（Bar-Haim & others， 2006；Kelly &

others， 2005， 2007）。

我们也更喜欢以常见的方式展现的自我。在一个有趣的实验中，

米塔等人（Mita， Dermer， & Knight， 1977）给威斯康星-密尔沃

基大学的女生拍了照片，随后给她们呈现一张真实的照片和将其做了

镜像变换（左右反转）后的照片。研究者询问她们更喜欢哪个形象，

结果发现，她们更喜欢那张镜像版的，这是她们习惯的形象（难怪我

们的照片看上去从没有觉得完全称心的）。但当给这些女生呈现她们

最要好的朋友的照片（同样是两种形式）时，她们报告说更喜欢那张

真实的照片，即她们习惯的形象。



广告商和政治家们充分利用了这种效应。即使人们对某一商品或

候选人没有什么强烈的感情，仅仅通过简单的重复，也可以增加商品

的销量或得票率（McCullough & Ostrom， 1974；Winter， 1973）。

如果一个商品在广告中没完没了地出现，那么，购物者常常会对该商

品做出不假思索的、自动化的偏爱反应。如果候选人不为人们所熟

悉，那么，一般而言，那些在媒体上曝光最多的候选人更容易获胜

（Patterson，1980；Schaffner & others，1981）。懂得曝光效应的

政治战略家，通常使用简短的广告来代替理由充分的长篇大论，即在

广告中突出强调候选人的名字和录音片段等信息。

聚焦：喜欢与自己相关的事物

人总是喜欢自我感觉良好，而且一般来说，我们都是这个样子。我们不但有一种自我

服务的倾向（模块4），而且还表现出佩勒姆等人（Pelham，Mirenberg，& Jones，2002）

所说的那种固有的自我中心：我们喜欢与自己相关的事物。

这不但包括我们姓名中的字母，还包括潜意识中与自己有关的人、地方和其他东西

（Jones & others，2002；Koole & others，2001）。如果描述一个陌生人的脸时用了与

描述我们自己的脸相同的特征，我们就会更喜欢这个陌生人的脸（Bailenson & others，

2009；DeBruine，2004）。如果一个人在实验中的编号碰巧与我们的生日相同，我们也更会

被他吸引，我们甚至还会莫名其妙地更愿意与那个名字中恰巧与我们自己名字中有相同字符

（例如都以某个字母开头）的人结婚（Jones & others，2004）。

佩勒姆及其同事报告，这种偏爱会对我们生活中的重大抉择，包括我们的住址、职业

等产生微妙的影响。费城（Philadelphia）中名叫Jack的人只是杰克逊维尔

（Jacksonville，一个比费城小的城市）城中的2.2倍，但叫Philip的人却是它的10.4倍。

同样，弗吉尼亚（Virginia）海滩有更多的人名叫Virginia。

这一现象，是否有可能只是反映了为孩子起名时会受其居住地的影响？是否乔治亚州

（Georgia）的居民就更喜欢为他们的孩子取名为George或者Georgia呢？可能是这样的，但

这却无法解释为什么各州都相对有更多人的姓氏与州名是相似的。例如在加利福尼亚

（California），姓以Cali开头（如Califano）的人占了更大的比例；同样，在加拿大一

些主要的城市中，姓与城市名有交迭的人也比想象的多；多伦多（Toronto）就有更多人的

姓是以Tor开头的。

此外，很多叫“乔治亚”的女性倾向于搬家到乔治亚州，而叫弗吉尼亚的人则倾向于

搬家到弗吉尼亚州。这种迁移特点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住在圣路易（St.Louis）的人中，姓路

易斯（Louis）的人比全国平均数高49%，以及姓希尔、帕克、比奇、莱克或罗克的人大都喜



欢居住在城市名包含了他们姓的地方，如帕克城等。佩勒姆等人推测，“市名与自己的姓名

相像的城市对人们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还有不可思议的，这并非凭空编造，人们好像还偏爱与他们的姓名有关的职业。在美

国，杰里、丹尼斯（Dennis）和沃尔特这些名字的普遍程度是相同的（这些名字中的每一个

均占总人口的0.42%），然而，在美国的牙医（dentist）中，叫丹尼斯的人却几乎是叫杰里

或沃尔特的两倍。叫丹尼斯的牙医也是叫贝弗利或塔米（与其普遍程度相同）的2.5倍。叫乔

治（George）或杰弗里（Geoffrey）的人在地学家（Geoscientist，包括地质学家、地球

物理学家、地球化学家）中占了更大的比例。在2000年的总统大选中，姓以B开头的人大都支

持布什（Bush），而姓以G 开头的人大都支持戈尔（Gore）。

阅读了基于固有的自我中心的偏爱的文献后，我不得不停笔仔细考虑一下：难道这就

是我为什么喜欢去Fort Mayers 旅行的原因吗？为什么我写了这么多关于心境（moods）、

媒体（media）以及婚姻（marriage）方面的文章？为什么我要与Murdoch 教授合作？如果

真是这样，是否也能解释为什么Suzie 在海边（seashore）卖贝壳（seashell）呢？

1990 年，华盛顿州最高法院德高望重的法官基思·卡洛在竞选中

输给了一个无名的对手查尔斯·约翰逊，吃的就是这个亏。约翰逊是

一个没有名气的律师，负责处理一些情节轻微的刑事案件和离婚案

件，他参加竞选的口号是“法官需要被挑战”。两个人都没有开展竞

选活动，媒体也没有对这次竞选进行报道。在投票的那天，两个候选

人的名字相继出现在选民面前，没有做任何区分。结果，约翰逊以53%

比37% 的优势胜出。这个结果令法律界很吃惊，事后，卡洛解释说：

“名叫约翰逊的人比叫卡洛的人要多得多。”的确，该州规模最大的

报纸统计发现，在当地的电话登记簿中，就有27 个叫查理·约翰逊的

人。还有一个叫查尔斯·约翰逊的地方法官。此外，在邻近的一个城

市，有一个电视新闻节目的主持人也名叫查尔斯·约翰逊，他主持的

节目在全州的有线电视上都可以看到。因此，在两个陌生的人之间被

迫做出选择的时候，大多数选民偏向于选择让人感觉更舒服、更熟悉

的名字——查尔斯·约翰逊。

外表吸引力



在约会中，你看重的是对方的哪些特质呢？诚实、美貌、个性、

幽默，还是谈吐？智慧的人们并不在意诸如美貌之类的外在特征；他

们知道“美丽扎根于内心深处”，而且“你不可以通过封面来判断一

本书的好坏”。至少，他们懂得应该如何去感受“美”，正如西塞罗

的忠告：“抵制外表”。

要说外貌不重要，其实，那只不过是我们拒绝承认现实对我们的

影响的又一个例证而已。因为现在有许多研究都显示：外貌的确是很

重要的。外貌的作用，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了一致性和普遍性的特

点，这的确令人感到不安。然而事实上，美貌的确是一笔财富。

吸引力和约会

不管大家喜欢与否，的确存在这样的事实，那就是：一位年轻女

士的外表吸引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她约会的次数，而一位男性的

外表对他约会次数的预测力则要略小一些（Berscheid & others，

1971；Krebs & Adinolfi， 1975；Reis & others， 1980， 1982；

Walster & others， 1966）。而且，相比于男性，更多的女性表示，

她们宁愿选择一个相貌平平但很热忱的配偶，而不是一个外表好看却

很冷淡的男人（Fletcher & others， 2004）。接近22万人参与的一

项世界范围的BBC网络调查表明，男性比女性更多重视配偶的外貌，而

女性比男性更重视诚实、幽默感、善良以及可靠（Lippa， 2007）。

这是否表明女性，正如很多人所猜测的那样，能更好地遵从西塞

罗的忠告呢？或者说，自1930年以来就从未发生过变化，那时的英国

哲学家罗素（1930， p.139）不这样认为：“整体上来说，女人倾向

于因性格而爱上男人，男人则倾向于因外表而爱上女人。” 还是说它

仅仅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约会邀请更常是由男士发出的？如果让女

性在不同的男性中选择出她们所喜爱的类型，那么，外貌对于她们来

说，是不是像男士那样看重呢？



为了考察男人是否真的更在意外表，研究者分别给男、女学生提

供了有关某一异性的一些信息，包括一张照片。或者，研究者简单地

介绍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相互认识，并询问他们是否有兴趣跟对方约

会。这些实验的结果表明，男人的确更在意异性的外表吸引力，与他

们在民意调查中反映的相同（Feingold， 1990，1991；Sprecher &

others， 1994）。也许正因为如此，女性才如此在乎自己的外表，进

行外科整形的人当中90%都是女性（ASAPS， 2005）。女性在被问到

“右边的人是穿着黑色鞋子吗？”或者被要求回忆某人的穿着或发型

时，也能够更好地回忆其他人的外表（Mast & Hall， 2006）。

女性同样也会注意男性的外表。哈特菲尔德等人（Hatfield &

others， 1966）进行了一项大型研究，他们在明尼苏达大学“迎新

周”里举办了一个配对舞会，752 名一年级的学生参加了这个舞会。

研究者给每个学生都进行了人格和能力测试，然后对他们进行随机配

对。在舞会那天晚上，一对对学生跳舞聊天，为时两个半小时。在短

暂的间歇中，研究者让他们评价自己的舞伴。人格和能力测验到底在

多大程度上能够预测人们的吸引力呢？人们是更喜欢那些具有较高自

尊或较低焦虑感的人，还是喜欢那些在性格内向或外向方面与自己不

同的人？研究者考察了各种可能性。如果说他们能够非常肯定哪个因

素起重要作用的话，那就是个人的外表吸引力（研究者在实验前对参

与者的外表吸引力进行了评定）。某位女性外表的吸引力越大，男性

就越喜欢她，并且愿意跟她继续约会。同样，男性的外表吸引力也有

这样的效果。美貌能使人愉悦。

近年的研究更多从速配活动中收集数据，在这类活动中，人们接

连与多个可能的约会对象进行互动，每次互动仅仅持续几分钟。随后

要他们指出他们想再次见到的人（彼此都想再见的人才会提供对方的

联系方式）。这个程序是基于一项研究结果，即人们在几秒钟的社会

行为片段中就可以形成对他人的持久印象（Ambady & others，



2000）。保罗·伊斯特维克等人（Eastwick & Finkel， 2008a，

2008b）关于速配活动的研究表明，男性比女性更重视约会对象的外表

吸引力；但实际上，预期的吸引力对男性和女性来说同样重要。

外表甚至还影响了选举，亚历山大·托多洛夫及其同事的一项研

究（Todorov & others， 2005）说明了这一点。研究者向普林斯顿大

学的学生每次展示两张照片，这些照片来自2000年以来参选美国国会

参议院的95名候选人和参选众议院的600名候选人的照片，两两配对，

结果发现，学生们仅仅依据候选人的外表（喜欢看似有能力的候选人

胜过长着娃娃脸的候选人）就正确地猜对了赢家，猜测参议院候选人

的正确率是72%，猜测众议院候选人的正确率是67%。后续的研究中，

奇奥等人（Chiao & others，2008）证实了选举人更偏好长相看起来

有能力的候选人。但是性别同样也起作用：男性更可能投票给有外表

吸引力的女性候选人，而女性更可能投票给长相亲切的男性候选人。

我们说吸引力很重要，是在假设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来谈论

的。并不是说，任何时候外表的吸引力都比其他任何特质更重要。一

些人通过外表来评价他人，另一些人则不是这样（Livingston，

2001）。而且，吸引力可能对第一印象的影响最大。当然，第一印象

非常重要——随着社会的变动性增大，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与

人之间的接触越来越短暂，第一印象就显得愈加重要了（Berscheid，

1981）。你的Facebook个人主页也是从你的头像开始的。虽然很多面

试考官可能并不以为然，但是，吸引力和外表的修饰的确影响着面试

时的第一印象（Cash & Janda， 1984；Mack & Rainey， 1990；

Marvelle &

Green， 1980）。当新产品与有吸引力的发明者相联系时，人们

对它的评价也会更高（Baron & others， 2006）。这个现象有助于解



释为什么有吸引力的人，通常能获得声望较高的工作，能赚更多的钱

（Engemann & Owyang， 2003；Persico &

others， 2004）。罗瑟尔等人（Roszell & others， 1990）在

加拿大全国范围内进行取样，让面试考官对样本的吸引力进行了五点

量表的等级评定（1表示相貌平平，5表示非常有吸引力）。结果发

现，在吸引力上的得分每增加一个单位，每年平均能多赚1 988美金。

弗里兹等人（Frieze & others， 1991）进行了类似的研究，他们根

据照片，对737个MBA 毕业生的外表吸引力进行了五点量表等级评价，

结果表明，吸引力得分每增加一个单位，男士可多挣2 600美元，女士

则可多挣2 150美元。

匹配现象

并非人人都能与一位魅力非凡的人厮守终身。人们是怎样结成连

理的呢？伯纳德·默斯坦等人（Murstein & others， 1986）的研究

表明，人们一般与跟自己具有同等吸引力的人结成伴侣。研究表明，

夫妻、约会对象，甚至志趣相投者之间的吸引力都表现出了高度的一

致性（Feingold， 1988；Montoya， 2008）。人们选择朋友，尤其在

选择终身伴侣的时候，通常倾向于选择那些不仅在智力上，而且在外

表吸引力方面都能与自己匹配的人。

很多实验都证实了这种匹配现象（matching phenomenon）的存

在。在知道对方可以自由地同意或拒绝的情况下，在选择与谁接近

时，人们通常会接近那些在吸引力方面与自己大致匹配（或者对方的

吸引力高出自己不多）的人（Berscheid & others， 1971；Huston，

1973；Stroebe & others， 1971）。人们寻找那些看起来合心意的

人，但同时也清楚自己能多大程度上合别人的心意。正如格雷戈里·

怀特（White， 1980）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进行的有关约会的



研究结果表明：外表上的匹配将有利于良好关系的发展和维持。九个

月后，那些外表吸引力最为相似的人们，更有可能坠入情网。

也许你会想，有很多夫妻的吸引力并不匹配，但他们却很幸福。

在这种情况下，吸引力较差的一方常常具有其他方面的资本，可以对

自己的外表进行补偿。每一方都把自己的资本拿到社会市场中，对各

自资本的价值进行了合理的匹配。征婚广告充分展示了这种资本交换

（Cicerello & Sheehan， 1995；Hitsch & others，2006；Koestner

& Wheeler， 1988；Rajecki & others， 1991）。男性通常强调自己

的财富或地位，并且希望寻求年轻和有吸引力的女性；女性则相反，

例如一则广告这样写道：“一位有吸引力、聪明的女子，26岁，身材

苗条，欲觅热情而有稳定工作的职业男士。”那些在广告中强调自己

的收入和学历的男性，以及强调自己的年轻和美貌的女性，通常能得

到更多的反馈（Baize & Schroeder， 1995）。这种资本匹配的现象

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年轻貌美的姑娘通常会嫁给一个社会地位较高的

年长男人（Elder， 1969；Kanazawa & Kovar， 2004）。

外表吸引力的刻板印象

这种外表吸引力效应是否完全来源于性的吸引力？显然不是！休

斯顿和布尔（Houston & Bull， 1994）让化妆师为一个实验助手整

容，使得实验助手的脸上看起来有一道明显的疤痕，或青肿，或有胎

记。在格拉斯哥客运地铁线上，当这位助手以丑陋的面貌出现时，不

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不愿意坐在她旁边。研究者还发现，就像成人

喜欢有吸引力的成人一样，小孩之间的喜爱也受到外表吸引力的影响

（Dion， 1973；Dion & Berscheid， 1974；Langlois & others，

2000）。通过考察婴儿注视他人的时间，研究者发现，即便是婴儿也

偏爱有吸引力的面孔（Langlois & others， 1987）。



成人在对儿童的态度中也显示出了相同的偏好。克里福德等人

（Clifford & Walster， 1973）在密苏里州做了一个实验，他们给五

年级的老师提供了有关某个男孩或女孩的信息，并且附有照片。这些

信息的内容相同，但是照片却分为有吸引力和无吸引力两种。在相同

的信息之下，老师们倾向于认为那些有吸引力的孩子在学习上更聪

明、更成功。让我们来想象一下，你正在负责监管操场，必须训练一

个很不守纪律的孩子。你是否会像卡伦·戴恩研究中的女性那样，对

那些没有吸引力的孩子表现出更少的热情和关注？令人遗憾的现实是

所谓的“巴特·辛普森效应”——大多数人都认为，长相一般的孩

子，他们的才干和社交技能都不如那些漂亮的同龄人。

而且，我们也以为漂亮的人拥有社会所需的某些其他特质。虽然

漂亮并不一定让人联想到正直或关心他人，然而，在其他各方面条件

都相同的情况下，我们仍会猜测漂亮的人会更快乐、性感热情，更开

朗、聪明和成功（Eagly & others，1991；Feingold， 1992b，

Jackson & others， 1995）。

综上所述，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存在外表吸引力的刻板印象

（physicalattractiveness stereotype）：美的就是好的。孩子很小

的时候，通过听成人给他们讲故事等方式，就开始形成了这种刻板印

象。白雪公主和灰姑娘是美丽的——也是善良的。女巫和继母是丑陋

的——同时也是邪恶的。“如果你想得到某个非本家庭成员的爱，那

么，长得漂亮可以助你一臂之力”，一个八岁的女孩会这样猜测。当

问一个幼儿园里的女孩美丽意味着什么时，她回答说：“就像小公主

那样，人人都喜欢你”（Dion， 1979）。让我们想想备受公众爱戴的

黛安娜王妃和遭受责难的查尔斯王子的第二任妻子卡米拉，就更能理

解这种现象了。



既然外表吸引力如此重要，那么，永久地改变一个人的外表，就

将会改变人们对待他的方式。但是，改变一个人的外貌是否合乎道

德？整形外科医生和正牙医生每年都要给上百万的人做手术。牙齿变

得整齐洁白，头发再生、染色，拉紧面部皮肤，去除多余脂肪，以及

隆胸、使胸部坚挺或者减小等等，是否在经历过这样的改变之后，多

数原本对自己不满意的人都会感到满意了，尽管一些不快乐的人们还

在寻求重复性的治疗（Honigman & others， 2004）。

为了检验整容的效果，迈克尔·卡利克（Kalick， 1977）对哈佛

的学生做了一个实验，他让学生们看八位女士整形手术前后所拍摄的

侧面照片，然后对她们进行评价。结果表明，学生们不仅认为女士们

手术后的外表更有吸引力，而且也认为她们更善良、更敏锐、更性感

热情、更有责任感、更讨人喜欢等等。

第一印象形成的速度非常快，它对思维的影响也非常大，这就是

美丽意味着成功的原因。即使呈现时间只有0.013秒——短暂得不可能

使被试看清所呈现的面孔——但却足以使他们猜测其吸引力（Olson &

Marshuetz， 2005）。研究者进一步发现，当要求被试对随后呈现的

词语进行“好”与“坏”的分类时，那些事先被呈现具有吸引力面孔

的被试，对“好”的词语反应得更快。人们迅速感知到美，并启动了

积极的加工过程。

漂亮的人是否真的具有让人满意的特质呢？多少个世纪以来，科

学家们的确这样认为，他们一直尝试确定某些能预测犯罪行为的身体

特征（游动的目光，瘦削的下巴）。另一方面，是否如同列夫·托尔

斯泰所说，这是“一个奇怪的错觉……认为美的就是好的”？然而，

有时候这种刻板印象的确得到了事实的证明。研究表明，有吸引力的

孩子和青年，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不那么拘谨、更加外向，而且

社交技能更好（Feigold， 1992b；Langlois & others， 2000）。戈



德曼和刘易斯（Goldman & Lewis， 1977）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

他们让佐治亚大学的60名男生每人跟3位女生分别在电话里聊5 分钟。

之后，男生和女生都对和自己聊天的人进行评价，他们都没有见过对

方。结果，被评为最具外表吸引力的人，是那些最有社交技能和最讨

人喜欢的人。外表有吸引力的个体，也往往更受欢迎，更外向，更具

典型的性别特征（如果是男性，则更有传统的男子气概；如果是女

性，则更有传统的女人味）（Langlois & others， 1996）。

有吸引力的人和无吸引力的人，他们之间的微小差异很可能来源

于自我实现的预言。有吸引力的人通常更受重视，更讨人喜欢，并

且，大多都因此而变得更自信（回顾模块8中的实验，男士对没见过

面，但被他们认为是很有吸引力的女士，做出了热情的回应）。这样

看来，影响你社交技能的关键，并不在于你看起来怎样，而在于别人

怎样看待你，以及你对自己的感觉怎么样——你是否接纳自己，喜欢

自己，自我感觉良好。

谁具有吸引力

我曾经把吸引力描述成一种像身高那样的客观特征，某些人拥有

的多些，而某些人拥有的少些。但严格说来，吸引力指的是，无论何

时何地，人们所发现的任何具有吸引性的特征。当然，这是有所变化

的。世界小姐的选美标准就不可能适用于世界上的所有人。在不同的

地方或不同的时代，人们会给鼻子穿孔、拉长脖子、染发、文身、疯

狂地吃东西以使自己变得性感，或节食使自己变得苗条，用皮外衣包

裹自己使胸部看起来小些，或使用硅胶和填充乳罩使胸部看起来大

些，等等。资源匮乏、贫穷和饥饿的人们就会认为丰满更具吸引力；

而物质条件富足的人则认为美丽等于苗条（Nelson & Morrison，

2005）。此外，在关系更多决定于亲缘关系或社会安排而非个人选择

的文化中，吸引力对生活的影响就会减弱（Anderson & others，

2008）。尽管有这么多的变化，但是朗格卢瓦等人（Langlois &



others， 2000）认为，对于“谁有吸引力和谁没有吸引力这个问题，

在同一文化内部或不同文化之间，仍然存在强有力的共识。”

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真正的吸引力其实就是完美的平均

（Rhodes，2006）。得克萨斯大学的朗格卢瓦等人（Langlois &

Roggman， 1990， 1994）以及利特尔等人（Little & Perrett，

2002）所领导的研究小组，与圣安德鲁斯大学的研究者合作，他们对

大量的面孔进行了数字化处理，并用计算机对它们进行了平均。结果

毋庸置疑，与几乎所有的真实面孔相比，人们认为合成的面孔更具有

吸引力。也有研究表明，人们认为具有吸引力的面孔比不具有吸引力

的面孔更加相像（Potter & others， 2006）。变平凡的方法要比变

漂亮多得多。哈伯斯塔特（Halberstadt，2006）认为，对于人类和动

物来说，平均的面孔最能体现原型（也就是典型的男人、女人、狗或

者任何生物），因此大脑更易于处理和分类这种面孔。也就是说，完

美的平均对于眼睛（和大脑）来说都是容易识别的。

由计算机平均出来的面孔也趋向于完美的对称——这是具有吸引

力，而且也是非常成功的人所具有的另一个特征（Brown & others，

2008；Gangestad & Thornhill， 1997）。由罗兹等人（Rhodes，

1999， 2006）带领的研究小组发现：如果你能把你的任意半边脸与它

的镜像结合——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完美对称的新面孔——那么你的外

貌特征就会有些许的改善。如果把多个这样对称的面孔再加以平均，

你就会得到一个更加漂亮的面孔。

演化与吸引力

持演化观的心理学家用繁殖策略来解释这些性别差别（模块

13）。他们认为，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美丽其实反映了一些重要的

信息：健康、年轻和富于生殖能力。逐渐地，那些喜欢看起来富有生

殖能力女性的男性所繁衍的后代，超过了那些乐意与绝经后女性交配



的男性所繁衍的后代。戴维·巴斯（Buss，1989）相信，这可以解释

为什么他所研究的37种文化中的男性——从澳大利亚到赞比亚——都

的确更喜欢那些能显现生殖能力的女性特征。

进化心理学家也认为演化使女性预先就更偏好那些能够“提供和

保护资源”的男性特征。难怪外表有吸引力的女性倾向于嫁给地位高

的男性，也难怪男性都决心相互竞争以获得名誉和财富来显示自己的

地位。诺曼·李等人（Norman Li & others， 2002）报告说：在挑选

伴侣时，男性希望女性要有适度的外表吸引力，而女性则希望男性拥

有地位和财富，但两性都喜欢有爱心的人和聪明的人。

在排卵期，女性会更加喜欢那些具有高度男性化特征的男性

（Gangestad & others， 2004；Macrae & others， 2002）。研究发

现，年轻女性在排卵期比非排卵期倾向于穿着更暴露。另一个研究发

现，排卵期的脱衣舞女平均每小时的小费是70美元，是那些处于月经

期的脱衣舞女小费的2倍，后者为每小时35美元（Miller & others，

2007）。

因此，在所有的文化中，美容业都是一个巨大而且不断增长的产

业。亚洲人、英国人、德国人和美国人，要求做美容手术的人都在飞

速增长。比弗利地区现在的美容医师也已经是儿科医师的两倍多了

（People， 2003）。富有的人们会对其缺损或脱色的牙齿进行整形和

美白。越来越多的那些有着很多皱纹和松弛肌肉的人也是如此。

进化心理学家认为，我们是被原始的吸引力所驱动的。就像吃饭

和呼吸一样，吸引力和婚配对我们来说是如此的重要，它不可能归结

为文化的偶然现象。

比较效应



虽然我们的婚姻心理有其生物学的一面，但是吸引力并不只是取

决于生物特性。什么对你是有吸引力的？这还取决于你自己的比较标

准。

肯里克和古铁雷斯（Kenrick & Gutierres， 1980）让他们的男

性助手进入蒙大拿州立大学的男生宿舍，向学生解释说：“我们的一

个朋友这个星期要来，我们想给他介绍个女朋友，但是我们又不能确

定，这个女生到底适不适合与他约会，所以我们想征求你的意见……

想请你在一个7点量表上进行评价，评价一下这个女生的吸引力。”然

后，研究者向男生呈现了一张普通的年轻女性的照片，结果发现，那

些刚刚看过了《查理的天使》（一部描述三位漂亮女性的电视剧）的

男生，比那些没有看过这部电视剧的男生对这个女生的评价要低。

实验室研究也证实了这种“对比效应”。对于那些刚刚看过杂志

中裸体照片插页的男性而言，普通女性，甚至他们妻子的吸引力都会

减小（Kenrick & others， 1989）。观看诱发强烈性欲的色情电影同

样也会降低对自己伴侣的满意度（Zillmann， 1989）。性唤起可能暂

时地使异性看起来更具有吸引力。但是，观看完美得可以打10分的或

非现实的性描写所产生的持续影响，会使伴侣吸引力降低——更有可

能被评为6分而不是8分。

对比效应同样也在我们的自我知觉过程中起作用。看到一个魅力

非凡的同性之后，人们会觉得自己缺乏吸引力，而观看一个相貌平平

的同性之后，我们不太会产生这种感觉（Brown & others， 1992；

Thornton & Maurice， 1997）。这种现象对于女性尤为明显。男性在

男性杂志中看到雕塑般的肌肉发达的男性身体之后也会产生无能感

（Aubrey & Taylor，2009）。但是社会比较效应还是在女性中最突

出。看到其他健康和有吸引力的女性会导致对自己身体的不满之感，



这种不满会使女性对于其他有吸引力女人的出现非常敏感，也会因此

感到泄气（Trampe & others，2007）。

我们所爱之人的吸引力

让我们以一种乐观的态度来结束我们对吸引力的讨论吧。我们不

仅会认为有吸引力的人很讨人喜欢，而且会认为讨人喜欢的人也很有

吸引力。也许你会想起，当你越来越喜欢一个人时，他对你的吸引力

也会不断上升。而他们外表上的不完美也就不那么明显了。格罗斯和

克罗夫顿（Gross & Crofton， 1977；参见Lewandowski & others，

2007）让学生先阅读关于某人讨人喜欢或不讨人喜欢的人格描述，然

后再看这个人的照片。结果发现，那些被描述为热情、乐于助人和善

解人意的人看起来会更有吸引力。那么“心美亦貌美”就确实存在。

研究发现，发现别人与我们自己有相似点似乎会使这个人看起来更吸

引人（Beaman & Klentz， 1983；Klentz & others， 1987）。

此外，还有情人眼里出西施的现象：当一个女孩爱一个男孩时，

她就会觉得他的外表越来越有吸引力（Price & others， 1974）。而

且，人们爱得越热烈，他们就越不觉得任何其他异性吸引人了

（Johnson & Rusbult， 1989；Simpson & others，1990）。“草坪

的另一边可能更绿”，米勒和辛普森（Miller & Simpson，1990）

说，“但快乐的园丁却很少能注意到。”漂亮，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只

是旁观者的眼睛所见。

相似性与互补性

从以上的讨论来看，人们可能会认为列夫·托尔斯泰完全正确：

“爱依赖于……频繁的接触，依赖于彼此的发型，依赖于服饰的颜色



和款式。”但是，当人们逐渐了解对方以后，其他的因素也会影响到

熟人是否可以变成朋友。

物以类聚吗

对于这一点，我们可能深信不疑：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朋友、

订婚的情侣以及夫妻，会比那些随机配对的人更可能拥有相同的态

度、信仰和价值观。此外，丈夫和妻子间的相似性越大，他们就越幸

福而且越不容易离婚（Byrne， 1971；Caspi & Herbener， 1990）。

这种相关关系是有趣的，但是它们之间孰因孰果却还是个谜。到底是

相似性导致了喜欢，还是喜欢导致了相似呢？

相似产生喜欢

为了弄清楚相似性与喜欢之间的因果关系，我们做了一个实验。

想象一下：在一次校园聚会里，劳拉和莱斯、拉里一起就政治、宗教

和个人好恶讨论。她和莱斯发现，他们几乎对所有事情的观点都是一

致的，而她和拉里只在少数观点上一致。之后，她回忆说：“莱斯真

的很聪明……而且很可爱……希望我们能再见面。”在实验里，唐·

伯恩（Byrne， 1971）和他的同事抓住了劳拉体验的实质。他们一次

又一次发现，当某人的态度与你自己的越相似时，你就会越喜欢他。

相似性产生喜爱，这不仅对于大学生，而且对于儿童和老人，对于不

同职业以及不同文化的人也都适用。当他人的想法与我们的相似时，

我们不仅会赞赏他们的态度，而且会推断他们的性格也很好（Montoya

& Horton， 2004）。

这种“相似性导致喜欢”的效应已经在现实生活情境中得到验

证。在密歇根大学，纽科姆（Newcomb， 1961）研究了两组转学的男

生，每组17 人，他们彼此不认识。但在共同度过了13 周的寄宿公寓

生活后，那些一开始就表现出高度相似性的男生更容易成为亲密的朋



友。研究发现，其中一组朋友包括5 个文科生，他们的政治观点都很

自由，也都很聪明；另一组朋友由3个保守而老练的人组成，他们都是

工学院的学生。

巴斯顿和埃姆伦（Buston & Emlen， 2003）对近1 000 名与大学

生年龄相仿的人进行了调查，他们发现：人们渴望相似伴侣的愿望远

远强于渴望漂亮伴侣的愿望。外表漂亮的人也寻求外表漂亮的伴侣。

有钱的人也想找到有钱的伴侣。家庭观念强的人当然也渴望有一个家

庭型的伴侣。

对于新婚夫妻的研究表明，相似的态度、特质和价值观使双方走

到了一起，而且相似性还能预测他们婚姻的满意度（Gaunt， 2006；

Gonzaga & others， 2007；Luo & Klohnen， 2005）。心理学家发

现，这就是互联网征婚网站的基础，将征婚者根据幸福伴侣的特点

——相似性进行匹配（Carter & Snow， 2004；Warren，2005）。所

以，相似性产生了满足感。物以类聚，的确如此。当你发现某个独特

的人与你拥有相同的想法、价值观和愿望时，当你发现心心相印的伴

侣与你喜欢一样的音乐、一样的活动甚至一样的食物时，你就会更确

信这一点。

对立引发吸引吗

我们不是也会被这样的人吸引吗？他们在某些方面与我们不同，

但又与我们的某些人格特质互补。我们受到那些有着不同气味的人的

吸引，这种基因上的差异避免了近亲繁殖以及后代出现免疫系统缺陷

的问题（Garver-Apgar & others，2006）。但是态度和行为特点呢？

研究者考察了这个问题，他们不但比较了朋友和配偶们的态度和信

念，而且还比较了他们的年龄、宗教信仰、种族、吸烟行为、经济水

平、受教育程度、身高、智力以及外貌。在所有这些方面乃至更多的

方面，相似性仍然是主导因素（Buss， 1985；Kandel， 1978）。聪



明者聚在一起。同样，富裕的、同样教派的、高大的、美丽的也各自

聚在一起。

但我们仍然要问：我们真的就不会被那些需要和人格品质正好与

我们互补的人吸引吗？一个虐待狂和一个受虐狂在一起能否找到真爱

呢？甚至《读者文摘》都告诉过我们：“对立相吸……爱社交的人与

不爱社交的人配对，求新猎奇的人与不愿变化的人配对，挥金如土的

人和节俭的人配对，冒险的人与谨小慎微的人配对”（Jacoby，

1986）。社会学家罗伯特·温奇（Winch， 1958）解释说，一个外向

的、具有支配性的人的需要，正好和腼腆的且喜欢服从的人是天作之

合。这个逻辑看起来是很有说服力的，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会把夫妻

之间的差异看做一种互补：“我的丈夫和我是天生的一对。我是水瓶

座的，坚决果断；他是天秤座的，优柔寡断。但他总是乐意遵从我所

作的安排。”

某些方面的互补性（complementarity）的确可以促进关系的改进

（即使是两个同卵双生子之间的关系）。然而，人们似乎更倾向于喜

欢并和那些在需求和人格方面相似的人结为夫妻（Botwin & others，

1997；Buss， 1984；Fishbein & Thelen， 1981a， 1981b；Nias，

1979）。也许某一天，我们会发现一些方法（除了异性相恋之外）能

使差异产生喜欢。支配性和被支配性也可能会是其中的一种（Dryer &

Horowitz， 1997；Markey & Kurtz， 2006）。我们通常不会认为，

那些表现出与我们自己相同的不好特征的人是有吸引力的（Schmiel &

others， 2000）。研究者戴维·巴斯（1985）对互补性提出了质疑：

“除了性别因素以外，因彼此拥有对立的特征而结婚或同居的倾

向……从来就没有得到过有效的证实。”

喜欢那些喜欢我们的人



有了后见之明，回报原则能解释我们目前已经知道的结论：

● 接近性能够带来报偿。从与近邻和同事的关系中获得友谊的好

处，所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都较少。

● 我们喜欢有吸引力的人，因为我们觉得他们会具备其他一些我

们所期望的品质，与他们结交能使我们获益。

● 如果他人的观点与我们的观点相似，我们会觉得得到了回报，

因为我们假定他们也喜欢我们。而且，与我们持有相同的观点，会使

得我们更加确信这些观点是正确的。我们尤其喜欢那些被我们成功说

服、从而开始认同我们观点的人（Lombardo & others， 1972；

Riordan， 1980；Sigall， 1970）。

● 我们喜欢被人喜欢和被人爱。因此，喜欢常常都是相互的。我

们喜欢那些喜欢我们的人。

但是，一个人喜欢另一个人就可以使对方反过来也欣赏自己吗？

一份人们讲述自己如何坠入情网的报告给予了肯定的回答（Aron &

others， 1989）。发现一个有魅力的人真的喜欢你，似乎能唤起一种

浪漫的情感。实验研究证实了这一点：告知某些人他们被别人喜欢或

仰慕时，他们就会产生一种回馈的情感（Berscheid & Walster，

1978）。而且，一项速配研究也表明，当某些人尤其喜欢你而不是别

人时，这种情感回馈会更好（Eastwick & others， 2007）。

来看看伯奇德及其同事（Berschieid & others， 1969）研究的

发现吧：参与者更喜欢那个在八个项目上都对他们做积极评价的学

生，而不太喜欢那个在七个项目上对他们做积极评价、一个项目上做

消极评价的学生。我们对最微弱的批评暗示都是十分敏感的。作家拉

里·金曾多次强调了否定的作用：“多年来，我发现了一个令人奇怪



的现象，积极的评价无法总让作者产生好的感觉，而消极的评价则总

会让他产生坏的感觉。”

无论我们评价自己，还是评论别人，消极信息都占了更大的权

重，这是因为，较之于积极信息，消极信息更不寻常，也更能抓住人

们的注意力（Yzerbyt & Leyens， 1991）。人们在大选投票时，更容

易被总统候选人的弱点而不是优点所左右（Klein，1991），这是那些

为竞选对象做消极设计的人从未放弃利用的一种策略。

很久以前我们就认识到，我们喜欢那些我们认为是喜欢我们的

人。从古代哲学家希卡托（“如果你希望被别人爱，那你就去爱别人

吧”）到爱默生（“拥有朋友的惟一方法就是成为别人的朋友”），

再到戴尔·卡内基（“慷慨地去赞美别人吧”），都预见了我们的发

现。他们所不能预见的是这一规律起作用的精确条件。

自尊和吸引

哈特菲尔德（Walster， 1965）想弄清楚在我们四面楚歌时，别

人的支持是否显得尤为珍贵，正如斋戒之后的进食是最好的奖赏一

样。为了验证这一想法，她先给斯坦福大学的女生进行了人格分析，

划分出令人非常愉悦的人，让人感到不快的人。通过这种办法，研究

者肯定了一部分人，而否定了另一部分人。然后，要求她们评价几个

人，其中包括一个很有魅力的男性，他正好在实验之前曾与每个女生

有过热情的聊天，并邀请每个女生去约会（无一人拒绝）。你猜哪些

女生最喜欢这位男士呢？答案恰恰是自尊心刚刚遭受了暂时打击并极

为渴望获得社会承认的那些人。（实验之后，哈特菲尔德花了近一个

小时的时间去解释这个实验，并且和每位女生进行了交谈。她报告

说，后来没有一个人因自尊受到短暂的打击而烦恼或影响正常约

会。）



接近性、外表吸引力、相似性和被喜欢，它们都是已知的能够影

响我们友谊形成的因素。有时，友谊能够发展为激情和爱的亲密关

系。什么是爱情？为什么有时爱情之花能绽放，而有时又会凋谢呢？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需要理解我们深层的归属需求。

我们的归属需要

亚里士多德将人称为“社会性动物”。确实，我们有一种强烈的

归属需要（need to belong）——与他人建立持续而亲密关系的需

要。

社会心理学家罗伊·鲍迈斯特和马克·利里（Baumeister &

Leary， 1995）阐释了社会吸引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正是源于我们的

归属需要。

● 对我们的祖先而言，只有相互依存才能使族群得以生存。当狩

猎或搭棚时，众人共同协作要比一个人单干更好。

● 对男性和女性而言，因爱结合而有了孩子，随后，父母相互支

持，共同抚养，孩子才得以成长。

● 对孩子和养育者而言，社会性依恋促进了他们的共存。如果毫

无理由地将他们分开，养育者和孩子都会感到恐慌，直至重新团圆。

忽视孩子或将孩子置于无人关心的机构中，孩子就会伤心而焦虑。

●对大学生来说，人际关系占据了生活的大部分。人们清醒时的

许多时间都是与别人一起度过的。一项样本达10 000人的研究（利用

便携式录音机录下学生清醒时半个小时的片段）发现，他们所花时间

的28%都是与他人在一起的，这还不包括他们聆听他人谈话的时间



（Mehl & Pennebaker， 2003）。2008年，美国13~17岁的青少年平均

每月收发短讯1 742条（Steinhauer & Holson，2008）。

● 对世界各地的人们（无论其性取向如何）而言，之所以有丰富

的思想和多彩的情绪，正是因为那些真实和想象的亲密关系。如果有

一个能提供精神支持、可相互信赖的伴侣，我们就会感到被接纳和被

赞许；坠入情网，人们会感到抑制不住的愉悦。与伴侣、家人和朋友

关系良好时，我们情感关系状况的指标——自尊就会保持较高的水平

（Denissen & others， 2008）。正是因为人们渴望被接纳和被爱，

所以才会在化妆品、服装和塑身上有巨额花费。即使那些显然被冷落

的人，也会在接纳中感到愉悦（Carvallo & Gabriel， 2006）。

● 被流放的人、坐牢的人或被单独监禁的人，总是会想念他们的

亲人和故土。人们被拒绝时，就会感到抑郁（Nolan & others，

2003），会觉得生活乏味，度日如年（Twenge & others， 2003）。

当询问他们进入大学校园三个月之后的感受，许多留学生和恋家的本

地学生一样，都觉得幸福感降低了（Cemalcilar & Falbo， 2008）。

● 失恋的人、丧偶的人以及旅居异乡的人，会因为丧失社会联系

而变得痛苦、孤独或孤僻。失去精神上的伴侣，人们会变得嫉妒、发

狂或产生剥夺感，会对死亡和生命的脆弱变得更加敏感。换了新的环

境，人们特别是那些有着强烈归属需要的人通常会思乡（Watt &

Badger， 2009）。

● 死亡会提醒我们重视归属需要，重视与他人的关系并与我们所

爱的人保持亲密（Mikulincer & others， 2003， Wisman & Koole，

2003）。面对“9·11” 恐怖袭击，数以百万的美国人都与自己心爱

的人通了电话。同样道理，同学、同事或家庭成员的突然死亡也会使

人们之间的关系得到加强，无论他们曾经有过怎样的分歧。



我们确实是社会性动物。我们需要归属于某一群体。跟其他的动

机一样，阻碍归属的需要只会更增强这种需要，而满足这种需要就会

降低这种动机（DeWall & others， 2009）。当我们有所归属时——

当我们感到被一种亲密的关系所支持时——我们会更加健康和快乐。

满足归属需要，并与另外两种人类需求（自主感和能力感）保持平

衡，一般就会带来深深的幸福感（Deci & Ryan， 2002；Patrick &

others， 2007；Sheldon & Niemiec， 2006）。幸福感是感觉与人保

持联系，自由以及有能力。

社会心理学家基普林·威廉斯（ Williams， 2002， 2007）考察

了归属需要被排斥行为（拒绝或忽视的行为）阻碍时的结果。研究发

现，所有文化中的人们，无论在学校、工作场所还是家庭中，都会使

用排斥来调节社会行为。那么，被故意回避——避开、转移视线或默

然以对——是一种什么滋味呢？人们（尤其是女性）对排斥的反应常

常是抑郁、焦虑、感到情感被伤害并尝试努力修复关系，以致最后陷

入孤僻。从家庭成员或同事那里遭受这种沉默对待的人，都会认为这

种对待是一种“情感上的虐待”，是一种“非常非常可怕的武器”。

在实验中，那些在一个简单的球类投掷游戏中被忽略的人们，也感到

了挫折和沮丧。

有时被小瞧也会令人厌恶。在几项研究中，温格等人（Twenge，

2001，2002， 2007；Dewall & others， 2009；Leary & others，

2006）给一些人提供社会接纳的体验，而另一些人则体验社会排斥：

他们（根据一项人格测验）被告知“要注定一生孤独”，或者遇到的

人都不愿意接纳他们加入自己的团体。结果发现，这些被诱发排斥感

的被试，不但表现出更多的自我挫败行为，比如在能力倾向测验中表

现不佳，而且还更可能对自己的行为失去控制（不喝那些有益于健康

但口味欠佳的饮品，却过量食用不益于健康但美味的饼干）。他们变

得更容易对那些曾经得罪过自己的人进行贬损或抱怨。一段实验室中



的小小经历都能引发如此强烈的攻击行为，这使得研究者更想知道，

“一系列重要的拒绝或长期的排斥又会导致怎样的攻击倾向?”

威廉斯等人（Williams & others， 2000）惊讶地发现，即使在

虚拟世界中，被一个永远不可能见面的人拒绝，也会引起挫折感。

（或许你有过在聊天室里被忽视或发出的电子邮件石沉大海的经

历。）研究者从62个国家招募了1 486 名参与者，让每个参与者与另

外两人一起玩一种网络飞碟游戏（另外两人实际上是电脑模拟的）。

结果，那些遭到另外两人排斥的参与者感到情绪低落，并且在完成随

后的知觉任务时，也更容易服从他人的错误判断。一项研究发现，排

斥的伤害对焦虑的人群来说最持久，甚至不被讨厌的外群体——澳大

利 亚 KKK 的 成 员 喜 欢 也 会 使 他 们 受 到 伤 害 （ Gonsalkorale &

Williams， 2006；Zadro & others， 2006）。

威廉斯和他的同事（Williams & others，2000）甚至还发现，若

其中四人约定，某天他们都不理睬某人，则那个人也会感到因受排斥

而带来的压力。他们原以为，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玩的角色扮演游戏，

但事实与之相反，模拟的排斥情境也会使工作中断，妨碍令人愉快的

社会功能的产生，甚至“引起暂时的担忧、焦虑、偏执和通常的精神

衰弱”。这与人们期望要去参加一个充满欢声笑语的角色扮演游戏时

的反应正好相反。可见，内心深处的归属需要得不到满足，就会使我

们感到不安。

被排斥的人，其大脑皮层的某个区域活动增加，而这部分脑区同

样也是对躯体创伤做出反应的脑区。其他关于人类和其他动物的证据

也证实了社会性疼痛和躯体疼痛的一致性（MacDonald & Leary，

2005）。

在一项实验中，当让参与者回忆他们遭遇社会排斥的经历——比

如被单独留在寝室而其他人外出——甚至都会让他们感知到的室内温



度比那些被要求回忆社会接纳经历的参与者低5度（Zhong &

Leonardelli， 2008）。这样的回忆很容易完成：因为人们记住和再

体验过去的社会性疼痛都要比过去体验的身体疼痛更容易（Chen &

others， 2008）。被排斥，看来是一种真正的创伤。

罗伊·鲍麦斯特（Baumeister， 2005）在拒绝研究中发现了一线

希望，当近期有过被拒斥经历的人再获得一个与新朋友交往的可靠机

会时，他们“似乎愿意并渴望交往。”他们更容易注意微笑的、赞同

的面孔（DeWall & others， 2009）。被拒斥的经历也会导致人们无

意识中增加了对他人行为的模仿，以此来建立与他人的联系（Lakin &

others， 2008）。鲍麦斯特认为，要在社会水平上满足归属需要应该

有所付出。

我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同事指出，感到受排斥的少数群体也会表现

出很多与我们实验室操纵引发出的相同的反应模式。例如：较高的攻

击性和反社会行为，合作和服从规范的意愿降低，智力表现不佳，更

多自我毁坏行为，短时注意不集中，等等。如果能营造一个更具包容

性的社会，人们在其中能感到自己是作为有价值的人被接纳的，这些

不幸的生活模式可能就会减少。

模块27 爱的罗曼史

什么是爱情？激情之爱能否持久？如果不能，那么什么可以取代

它？爱情比喜欢更复杂，因而也就更难进行测量和研究。人们渴望爱

情，为它而生，因它而死。然而直到近二三十年，爱情才成为社会心

理学中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大多数投身于这一领域的学者都研究了最容易研究的一个方面，

即陌生人之间短暂接触时所做出的反应。那些影响起初我们对他人喜



爱与否的因素，如接近性、吸引力、相似性、他人是否喜欢自己以及

其他一些回报性的特质，也会影响到我们长期、亲密的关系。约会双

方会很快形成对对方的最初印象，这就为他们之间的长期交往提供了

基本线索（Berg， 1984；Berg & McQuinn， 1986）。的确，如果北

美人的爱情的发生是随机的，而不考虑接近性与相似性等因素的话，

那么就会有很多天主教徒（属于少数群体）与基督教徒结婚，就会有

很多黑人与白人结婚，而大学生与大学生结婚的可能性，应和与高中

辍学者结婚的可能性相当。

因此，第一印象十分重要。但是，长期的爱情并不仅仅是初时好

感的延续和增强。于是，社会心理学家们转而开始研究持久、长期的

亲密关系，而不再将研究兴趣只局限于初次相遇所体验到的吸引力。

激情之爱

对爱情进行研究，也同研究其他主题一样，第一步就是要决定如

何对爱情进行界定和测量。我们有很多方法，用以测量攻击、利他、

偏见和喜好。但是，怎样测量爱情呢？

勃朗宁夫人在她的诗中写道：“我是怎样地爱你？让我逐一细

算。”社会科学家们列举了几种方式。心理学家罗伯特·斯腾伯格

（Sternberg， 1998）认为爱情是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形的三边（不

等长）分别是：激情、亲密和承诺（如图27-1）。

有些元素是所有的爱情关系都共有的，如相互理解、相互扶持，

以爱人的陪伴为乐等等。有些元素则具有特定性。如果我们经历的是

激情之爱，那么我们就会通过身体来表达这种爱，我们期望这种关系

具有排他性，我们还对自己的伴侣非常着迷。外人可以通过我们的眼

睛看出这一切。



鲁宾（Rubin， 1973）的研究支持了这一点。他对几百对密歇根

大学的情侣施测了一份爱情量表。随后，他又通过设置在实验等候室

的单向玻璃，观察并记录了热恋和非热恋的情侣的目光接触时间。结

果并不出人意料：热恋的情侣会长时间地注视对方的眼睛。冈萨格等

（Gonzaga & others， 2001）对情侣们进行的观察也表明，当情侣们

交谈时，热恋的情侣还会互相点头致意、自然地微笑，或是轻轻倚在

对方身上。

图27-1



斯腾伯格（1988）的爱情三成分理论。

激情之爱（passionate love）是情绪性的、令人兴奋的、强烈的

爱。哈特菲尔德（Hat eld， 1988）把激情之爱界定为“强烈渴望和

对方在一起的一种状态”（p.193）。对满怀激情之爱的一方而言，如

果对方对自己的热情做出了回应，那么他就会感到满足而快乐；如果

对方对自己的热情没有做出回应，他就会觉得空虚而绝望。就像其他

激动的情绪一样，激情之爱也包含着情绪的急转突变，忽而兴高采

烈，忽而愁容满面；忽而心花怒放，忽而伤心绝望。

关于激情之爱的理论

为了解释激情之爱，哈特菲尔德指出，任何一种既定的生理唤醒

状态最终都可以被归结为某种情绪，究竟被归结为哪一种情绪，取决

于我们对这种唤醒状态如何进行归因。每一种情绪都包含着身体和心

理反应，既有生理唤醒，还有我们如何诠释和标识这一生理唤醒。想

象一下，你现在正心跳剧烈、双手发抖：你是在经历恐惧？焦虑？还

是喜悦？从生理上讲，这些情绪很相似。当你处在愉快的环境中时，

你就可能把这种生理唤醒体验为喜悦；而当你处于充满敌意的环境中

时，你可能把这种生理唤醒体验为愤怒；而假如你正处在浪漫的情境

中，你就可能把这种生理唤醒体验为激情之爱。从这个角度来看，激

情之爱就是由于我们在生理上被有吸引力的人所唤醒而知觉到的心理

体验。

如果激情是一种被标识为“爱情”的能带来兴奋感的状态，那么

任何一种可以增加兴奋感的东西都应该可以增强对爱情的感受。有些

实验通过让男性大学生阅读色情小说或观看色情电影而提高他们的性

唤起，结果发现这些男生此时对女性有更强烈的反应——比如，当他

们描述自己的女友时，在爱情量表上的得分更高（Carducci &

others ，  1978；Dermer & Pyszczynski ，  1978；Stephan &



others，1971）。沙克特和辛格（Schachter & Singer， 1962）提出

的情绪的两因素理论（two-factor theory of emotion）认为，当处

于兴奋状态的男性对女性做出反应时，他们很容易就把自己的某些生

理唤醒错误地归因于这位女性。

根据这一理论，倘若可以自由地把生理唤醒归因于某些浪漫的刺

激，那么由任何来源所引发的生理唤醒都应该可以增强激情的感受。

达顿和阿伦（Dutton & Arthur Aron， 1974）设计了一项精妙的实验

来证实这一现象。他们让一位魅力十足的年轻女子，站在位于英属哥

伦比亚卡普兰诺河上70 米高、140 米长的一座狭窄而摇晃的吊桥上，

请求过往的单个男性帮助她完成一份课堂问卷。当对方完成问卷后，

这名女子会留下自己的姓名和电话，然后告诉他如果想了解更多该项

目的信息就可以打电话找她。结果大部分的男性都收下了她的电话号

码，而且有一半的男性确实打了电话。而与此相对，在低矮、坚固的

桥上遇到这位女性的男性当中，以及还在那座高吊桥上遇到一位男性

调查者的男性当中，则很少有人打电话。这一研究结果再次证明，生

理唤醒促进了罗曼蒂克式的反应。

观看恐怖电影、乘坐过山车以及体育锻炼等也都有同样的效果，

特别是对那些我们觉得有吸引力的人（Foster & others， 1998；

White & Kight， 1984）。可见，激情之爱既是一种生理现象，又是

一种心理现象。社会心理学家阿伦及其同事（Aron & others，2005）

的研究表明，激情之爱刺激了与奖励有关的脑区的活动，这些脑区的

多巴胺较为丰富（图27-2）。

影响爱情的因素：文化与性别



图27-2

恋爱中的大脑。对热恋中的成人的MRI扫描发现，当凝视恋人的照片时，大脑某些区

域，例如尾状核就会异常活跃，可是当凝视其他熟人的照片时，该区域却不活跃。

资料来源：Aron & others, 2005.

我们总是倾向于认为大多数人会和自己拥有相同的感受和想法。

比如，我们会认为爱情是婚姻的前提。在大多数的文化背景中——在



一项对166 种文化的分析中占到89%——人们都抱有浪漫爱情的观念，

这种观念通过男女之间的调情和私奔等行为反映出来（Jankowiak &

Fischer， 1992）。但也有一些文化，特别是在那些实行包办婚姻的

社会中，爱情出现在婚姻之后而非婚姻之前。甚至在个人主义文化的

美国，直到20世纪60年代，也只有24%的女大学生和65%的男大学生认

为爱情是婚姻的基础，而今天几乎所有大学生都这样认为（Reis &

Aron，2008）。

性别

男女两性在热恋阶段的体验是否有所不同？关于男性和女性“坠

入情网”和“结束爱情”等现象的研究得出了一些出人意料的结论。

大部分人，包括以下这封信（写给一家报社的专栏作家）的作者都认

为，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坠入情网：

亲爱的“大哥哥”博士：

您觉得一个19 岁的小伙子在爱情中陷得很深会不会显得很“女人

气”呢？就像整个世界都掉了个个儿。我想我真的是疯了，因为这样

的事情已经多次发生，爱情似乎会突然击垮我……我父亲说这是女孩

子们的恋爱方式，男孩不会这样，至少男孩不应该这样。我无法改变

自己的恋爱方式，但是这确实很令我烦恼。—P. T.（Dion & Dion，

1985）

很多重复研究所得的结果应该会让P.T.打消顾虑，这些研究的结

果表明，其实男人比女人更容易坠入情网（Dion & Dion， 1985；

Peplau & Gordon， 1985）。男性似乎更难从一段爱情中解脱出来，

而且，相比于女性，男性更不会轻易结束一段即将迈向婚姻的爱情关

系。但是，热恋中的女性则一般会有像她们的伴侣一样多的情感投

入，甚至会比对方投入得更多。她们更倾向于报告自己体验到了愉悦



和“无忧的眩晕感”，就像“在云中漂浮”一样。同样，女性似乎比

男性更加注重友谊中的亲密感，也会更多地关心她们的伴侣。男性则

比女性更多地想到恋爱中的嬉戏以及性的方面（Hendrick &

Hendrick， 1995）。

伴侣之爱

尽管激情之爱可以热火朝天，但最终还是会平静下来。一段关系

维持的时间越长，它所引发的情绪波动就会越少（Berscheid &

others， 1989）。浪漫爱情的高潮可能会持续几个月甚至一两年，但

是从来没有一种高峰期可以永久地维持下去。喜剧演员理查德·刘易

斯曾经诙谐地说过，“如果你正处在恋爱之中，那在你一生中最为绚

丽多彩的时间也就只有两天半。”那种新奇感，对对方的强烈迷恋，

激动人心的浪漫，那种令人眩晕的“飘在云端”的快感，总会逐渐消

逝。结婚两年的夫妻所报告的情感体验比他们新婚时报告的少了一半

以上（Huston & Chorost，1994）。在世界范围内，结婚四年之后的

离婚率都是最高的（Fisher， 1994）。如果一段亲密的感情能够经受

住时间的考验，那么它就会最终成为一种稳固而温馨的爱情，哈特菲

尔德称之为伴侣之爱（companionate love）。

与激情之爱中狂热的情感不同，伴侣之爱相对平和。它是一种深

沉的情感依恋，激活的是另外的脑区（Aron & others， 2005）。就

如同真实生活一样。身处非洲南部的卡拉哈利沙漠中游牧民族的妇女

尼撒说：“两个人最开始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的心好像在燃烧，他们

的激情非常高涨。而后，爱情的火焰会冷却，并且会一直维持这个状

态。他们继续彼此相爱，但这种相爱是通过另一种方式——温馨而相

互依赖的方式实现的”（Shostak， 1981）。



激情随着时间而冷却，而其他一些因素的重要性却随之增强，比

如共有的价值观。我们可以在印度的一些包办婚姻家庭和自由恋爱的

家庭成员感受的差异中看出这种变化。乌莎·古塔和普希帕·辛

（Gupta & Singh， 1982）让印度斋浦尔地区的50 对夫妇完成一份爱

情量表，研究者发现，那些结婚五年以上的自由恋爱夫妇，会觉得彼

此之间“有爱情”的感觉越来越少了。相反，那些包办婚姻的夫妇则

会在新婚之后随时间的推移而报告出更多的爱情体验（图27-3；关于

包 办 婚 姻 看 似 成 功 的 其 他 数 据 见 Myers & others ，  2005；

Athappilly， 1988）。

随着热烈的浪漫之爱逐渐冷却下来，人们经常会感到幻想破灭，

特别是对于那些将浪漫之爱视作双方结合和维持长久婚姻基础的人来

说，这种感觉就会更强烈。辛普森等人（Simpson， Campbell， &

Berscheid， 1986）对“过去20 年陡然增高的离婚率，至少部分地源

自人们越来越多地强调强烈积极的情绪体验（比如浪漫的爱情）在生

活中的重要性，而这些体验又难以持久”的观点表示怀疑。相比于北

美，亚洲社会似乎较少强调个人感受，而是更多强调现实的社会性依

恋（Dion & Dion， 1988；Sprecher & others， 1994， 2002）。因

此，他们就可能较少受到由于浪漫的幻想破灭而带来的消极影响。亚

洲人也不太倾向于自我关注的个人主义行为方式，因为那种方式从长

远来看会损害一段感情，并可能导致离婚（Dion & Dion， 1991，

1996；Triandis & others， 1988）。



图27-3

印度斋浦尔地区包办婚姻夫妇与自由恋爱夫妇对浪漫爱情的评价。

资料来源：Data from Gupta & Singh, 1982.

互相迷恋的强烈情感的衰减似乎是物种生存的自然适应策略。激

情之爱的结果往往使一对夫妇得到孩子，而孩子的生存使得父母不能

再只是关注彼此。然而，对于那些婚龄超过20年的夫妇，随着孩子长



大成人、开始离开家庭独立生活，家庭中出现“空巢”的情况，一些

曾经失去的浪漫感觉又重新出现了，父母可以重新关注彼此

（Hatfield & Sprecher， 1986；White & Edwards， 1990）。马克

·吐温说，“没有一个人会真正理解爱情，直到他们维持了四分之一

个世纪以上的婚姻之后。”如果一段感情曾经是亲密的而且互相回

报，那么伴侣之爱就会植根于共同体验的人生风雨历程，从而愈久弥

醇。

哪些因素促进了亲密关系

什么因素会影响人们亲密关系的起伏？让我们来讨论以下几个因

素：依恋类型、公平和自我表露。

公平

如果感情关系中的双方毫不考虑对方，都只追求个人需求的满

足，那么友谊就会结束。因此，我们的社会教育我们彼此之间要交换

馈赠，这被哈特菲尔德等人（Hatfield， Walster， & Berscheid，

1978）称为吸引的公平（equity）原则：你和你的伴侣从感情中所得

到的应该和你们双方各自投入的成正比。如果两个人的所得相同，那

么他们的贡献也应该是相同的；否则其中的一方会觉得不公平。如果

两个人都觉得自己的所得和付出成正比，那么他们都会觉得公平。

陌生人之间，以及日常的熟人之间通过交换利益来保持公平：你

借给我课堂笔记，将来我也会把我的借给你；我邀请你参加我的聚

会，你又邀请我参加你的。而在那些持续时间较长的人际关系中，比

如室友或者爱人之间，则并不会追求完全的等价交换——“笔记对笔

记，聚会对聚会”（Berg， 1984）——而是更随意地通过一些不同利

益的交换来达成公平（“你过来把笔记拿给我，为什么不留下来吃晚

饭呢？”）。最终也就不再追究谁欠谁的了。



长期的公平

认为友谊和爱情植根于公平交换回报之上很愚蠢吗？难道我们有

时候在满足爱人需要时没有考虑任何回报？确实，那些处于公平的长

期关系中的人并不在乎短期的公平。克拉克和米尔斯（Clark &

Mills， 1979， 1993；Clark， 1984， 1986）认为，人们甚至会努

力避免算计交换的利益。当我们帮助一个好朋友的时候，我们并不在

意马上获得回报。如果有人请我们吃了饭，我们会过一阵子才向这个

人发出回请，以免让他认为，对他的回请只是对“社交债务”的偿还

而已。什么是真正的友谊呢？就是人们在几乎不可能得到回报的时候

也会去帮助朋友（Clark & others， 1986， 1989）。与此类似，幸

福的夫妻是不会斤斤计较自己付出几许，收获几许的（Buunk & Van

Yperen， 1991）。当人们看到自己的伙伴牺牲了自我利益，他们彼此

的信任就会有所增长（Wieselquist & others， 1999）。

此外，这种长期公平原则还可以解释为什么婚姻双方的“资源”

往往是相当的。他们在外表吸引力、社会地位等方面往往是匹配的。

如果他们在某一方面不匹配，比如外表吸引力，那么他们在另外的方

面也会出现不匹配，比如社会地位。但总体上他们之间的资源是平衡

的。没有人会这样说，甚至很少有人会这样想：“我的美丽外表可以

换取你的巨额收入。”但是，公平原则确实是存在的，在那些持久的

感情中更是如此。

对公平的知觉与满意度

皮尤研究中心（2007b）的一项调查研究表明，在九种被人们认为

是成功婚姻象征的事物中，“分担家务活”排在第三位（在“忠诚”

和“幸福的性关系”之后）。事实上，处于公平关系中的人们往往满

意度更高（ Fletcher & others ，  1987；Hatfield & others ，

1985；Van Yperen & Buunk， 1990）。那些认为其关系不平等的人往



往会觉得不舒服：占了便宜的一方会觉得内疚，而被占便宜的一方会

感到愤怒。（考虑一下自我服务偏见——大部分的丈夫会觉得他们自

己做的家务比妻子认为的要多——那些“占了便宜”的人对于不公平

较为不敏感。）

谢弗和基思（Schafer & Keith， 1980）调查了几百对各个年龄

段的夫妇，他们发现，那些觉得自己婚姻不公平的人大多是因为某一

方在烹调、家务、照顾孩子等工作中贡献过少。知觉到的不公平会导

致这样的结局：觉得不公平的一方会更加沮丧和苦恼。在哺乳期，很

多妻子都会觉得自己付出的多，而丈夫付出的少，于是这一阶段的整

体婚姻满意度会降低。而在蜜月和“空巢”期，夫妇往往更容易觉得

公平和满意（Feeney & others, 1994）。如果双方的付出和获益都是

自愿的，并且他们一起做决定，那么他们的爱情更容易持久而美满。

自我表露

深厚的伴侣关系是亲密无间的。这种关系使人们能真实地展现自

己，并且可以从中知道自己是被他人接受的。我们会从美满婚姻和亲

密友谊中获得这种美好体验——这时候，信任取代了焦虑，使我们更

容易展现自己，而不需要担心失去他人的友情或爱情（Holmes &

Rempel， 1989）。后来，这种特点就被人本主义心理学家西德尼·朱

拉德归结为自我表露（self-disclosure）（Derlega & others，

1993）。随着相互关系的深入和发展，自我表露的伴侣会越来越多地

向对方展现自我；他们彼此的了解越发深入，直到一个适当的水平为

止。在每一段良好的关系中，自我表露都起到了很大作用，并且在好

的事情上的自我表露能够给彼此带来喜悦感（Gable & others，

2006）。

很多实验试图探索自我表露的原因和效果。人们什么时候最愿意

谈论这样的私密信息呢——比如“你喜欢自己的哪些方面，不喜欢自



己的哪些方面？”或者“你最羞愧的事情是什么？最骄傲的事情是什

么？”这样的表露对双方有什么效果？

最值得信赖的结论是，人们之间存在表露互惠效应（disclosure

reciprocity effect）：一个人的自我表露会引发对方的自我表露

（Berg， 1987；Miller， 1990；Reis & Shaver， 1988）。我们会

对那些向我们敞开胸怀的人表露更多。但是亲密关系的发展并不随之

即来。（如果亲密关系立即产生，那么这个人就会显得不谨慎和不可

靠。）合适的亲密关系的发展过程就像跳舞一样：我表露一点，你表

露一点——但不是太多。然后你再表露一些，而我也会做出进一步的

回应。

对于那些恋爱中的人们，亲密关系的不断加深会使他们兴奋。鲍

迈斯特等人（Baumeister & Bratslavsky，1999）认为：“亲密关系

的提升会创造很强的激情感觉。”当亲密关系稳定时，激情就相对较

少。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些丧偶再婚的人会在婚姻开始时有相对较高

的性交频率，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严重冲突得到和解后，亲密关系可

以激发更高的激情。

有些人——主要是女性——特别善于使人“敞开心扉”。她们可

以轻易地引发他人进行亲密的自我表露，即使是那些通常很少表露自

己的人（Miller & others， 1983；Pegalis & others，  1994；

Shaffer & others， 1996）。这样的人似乎都是好的倾听者。在交谈

中，他们会一直保持高度注意的面部表情而且总是显得很乐意倾听

（Purvis & others，1984）。对方说话时，他们也会时不时地插一些

支持性的话语，以此表达自己对交谈的兴趣。心理学家罗杰斯

（Rogers，1980）把这些人称为“促进成长”的听众——他们是真正

表露自己情感的人，接受他人情感的人，以及共情、敏感并且善于思

考的人。



这样的自我表露有什么效果呢？人本主义心理学家朱拉德

（Journard， 1964）认为，这种“扔掉我们的面具，真实地表现自

己”恰是培植爱情的方式。他认为对他人敞开自我，同时将他人的自

我表露当做是对自己的信任，可以使人们之间的交往更加愉快。人们

在表露了关于自己的重要信息后会感觉更好，比如告诉别人他们是同

性恋；而隐藏自己的身份就会令自己感觉很差（Beals & others，

2009）。如果拥有一位亲密朋友，我们可以与其讨论我们对自我形象

的恐惧，那么我们这方面的压力就得以缓解了（Swann & Predmore，

1985）。一段真正的友谊还可以帮助我们处理其他关系上出现的问

题。罗马的戏剧作家塞内卡这样说道：“当我和好友在一起时，就像

跟我自己在一起一样，我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推到极致，婚姻

也正是这种友谊，它以彼此的忠诚为特征。

亲密的自我表露也是伴侣之爱所带来的快乐之一。那些经常敞开

自己心扉的夫妇或情侣，他们会报告更高的满意度并且更容易保持长

久的感情（Berg & McQuinn， 1986；Hendrick & others， 1988；

Sprecher， 1987）。例如，一项针对新婚夫妇的研究发现，双方越是

感到彼此在爱情中是公平的，越是深切而准确地了解彼此，就越能享

受持久的爱情（Neff & Karney， 2005）。那些认为自己“总是把自

己最隐私的感情以及想法和自己的伴侣分享”的夫妻，往往对婚姻的

满意度也最高（Sanderson & Cantor， 2001）。

盖洛普进行的一项美国婚姻调查结果显示，共同祈祷的夫妇中有

75%（不共同祈祷的夫妇中只有57%）的人报告说他们的婚姻非常幸福

（Greeley， 1991）。在信徒中，发自内心的共同祈祷是谦卑的、私

密的、触及灵魂的表露，那些共同祈祷的夫妇也更经常地讨论他们的

婚姻，更尊敬自己的配偶，并把自己的配偶评价为善解人意的爱人。



研究者还发现，女性通常比男性更愿意表露自己的恐惧和弱点

（Cunningham，1981）。正像米利特（Millett， 1975）所说：“女

性表达自己，男性压抑自己。”然而，现在的男性，特别是那些持男

女平等观点的男性，似乎也越来越倾向于表达自己内在的感受，并乐

于享受伴随双方信任和自我表露而来的满足感。阿伦等人（Aron &

Aron，1994）指出，这正是爱情的精髓——两个自我相互联系，相互

倾诉，从而相互认同；两个自我各保持其个性，但又共享很多活动，

为彼此的相同之处而感到愉悦并且相互支持。许多对浪漫的伴侣最终

都形成了“自我—他人整合”：也就是重叠的自我概念（Slotter &

Gardner， 2009）。

斯莱彻和彭尼贝克对亲密关系中的自我表露进行了研究

（Slatcher & Pennebaker， 2006）。他们邀请了86对情侣中的一个

成员在三天内每天花20分钟写出他们对这段亲密关系的深入思考和感

受（在控制组，则是仅仅写出他们的日常活动）。那些仔细思考并写

出感受的人在接下来的日子对其伴侣表露了更多情感。三个月后，77%

的亲密关系仍在持续（而控制组只有52%）。

互联网创造了亲密关系还是人际隔离

如果你是本书的读者，那几乎可以肯定你是世界上大约15 亿

（2008 年数据）互联网用户中的一员。在北美，大约花费了70 年，

才使家庭电话普及率由1% 上升到75%。而互联网，大约只花费了7 年

的时间，普及率就达到了75%（Putnam，2000）。你和一半的欧盟公

民、四分之三的美国人、五分之四以上的加拿大人以及澳大利亚人一

起轻松享受电子邮件、网络冲浪，或许正在浏览论坛、新闻或聊天

（Internetworldstats.com）。

你对这些现象怎么看：以计算机为媒介的沟通，能够替代发展人

际关系的真实的沟通吗？它是扩展我们社交圈的绝佳方式吗？互联网



使得我们能够更容易寻找到新朋友，还是占用了我们面对面的交往时

间？让我们来看看下面的讨论。

正方观点：就像印刷品和电话一样，互联网扩展了沟通，而沟通

使人际关系得以发展。印刷品使面对面讲故事的时间减少了，电话使

面对面聊天的时间减少了，但它们都使我们可以更加方便地与他人接

触，而不受时间和距离的限制。社会关系需要建立社会网络，而互联

网正好可以帮助实现这一目的。它使我们可以高效地与家人、朋友、

志趣相投的人联系，包括那些用别的方式不可能发现并结为朋友的

人，如多发性硬化症病人，还有圣尼古拉斯的收藏者，或者哈利·波

特迷。

反方观点：诚然，网络可以用于沟通，但这种手段传递的信息相

当贫乏。它无法反映目光交流、非言语线索、身体接触等微妙的变

化。除了一些简单的表情符号——比如：-）表示微笑——电子信息缺

乏手势、面部表情、语调等信息。难怪它们容易让人产生误会。缺乏

富有表现力的电子表情，使得情绪容易被人误读。

比如，语调的细微差别可以表示一个陈述是严肃的、开玩笑的，

还是神圣的。贾斯汀·克鲁格等人（Kruger & others， 2006）指

出，尽管人们觉得自己开玩笑的意图在E-mail 中或是口头表达中是同

样清晰的，但实际上，在E-mail 中却不是如此。由于匿名的原因，误

会有时甚至可能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此外，互联网还像电视一样，占用了人们用在真实关系中的交流

时间。虚拟爱情还没有发展到与现实约会同等的地位，而网络性爱也

是人为制造的亲密假象。个体化的网络娱乐取代了桥牌之类的游戏。

这种虚拟化与隔绝是令人遗憾的，因为我们进化的历史决定了我们天

生需要真实的相互关系，充满了假笑与微笑。难怪斯坦福大学的一项

调查发现，在4 000 名被调查者中，有25%的人报告说，他们的在线时



间减少了他们与家人和朋友面对面交流和打电话的时间（Nie &

Erbring， 2000）。

正方观点：但是，大多数人并没有觉得互联网使他们孤立了。另

外的一个全国调查发现：“一般的互联网用户——特别是那些女性用

户——都相信他们利用E-mail 增强了他们的人际关系，并增加了与亲

朋好友的交流机会”（Pew， 2000）。互联网的使用可能会取代人际

间的亲密交流，但它也同时取代了花费在看电视上的时间。而且，如

果网上购物不利于你住所附近书店的话，那么，它也为你的人际交往

腾出了时间。电信通讯也是同样的，它使很多人可以在家工作，并且

为他们的家庭生活赢得更多时间。

为什么说通过互联网形成的关系不真实呢？在互联网上，你的相

貌和所处的场所都无所谓，年龄、种族也不再有影响，你的友谊决定

于更重要的东西——你们共同的兴趣和价值观。在工作中，以计算机

为媒介的讨论更少受到地位的影响，从而使人更为坦诚，且参与机会

均等。并且，以计算机为媒介的沟通还往往比面对面的沟通更能引发

人们自发的自我表露（Joinson， 2001）。

大部分互联网上的调情都会无疾而终，一位多伦多妇女谈道：

“所有我知道的尝试过网上约会的人……都承认，她们和一个网友花

费了几个钟头闲聊之后见面，却发现他是个溜须拍马之徒。这样的事

情让他们感到十分厌恶”（Dicum， 2003）。但是麦克纳和巴奇等人

（Bargh & others， 2002；McKenna & Bargh， 1998， 2000；

McKenna & others， 2002）的报告中却提到：通过互联网形成的友谊

和浪漫关系更容易保持至少两年时间。在一个实验中，研究者还发

现，人们在互联网上表露得更多，表现得更加诚实而不那么做作。如

果拿互联网上相处20 分钟的人与面对面相处20 分钟的人相比，人们

更喜欢那个网上的人。甚至在两种条件下碰到的是同一个人时，情况



也仍然如此。在现实生活中的调查也显示，人们认为网上的友谊与现

实中的友谊一样真实、重要和亲密。

毫不奇怪，一项对单身求偶的互联网用户的调查（2006）发现，

74%的人采用互联网来增进爱情，37%的人进入过在线约会的网页。一

家大众相亲网站称，到2008年为止，他们已经有107万的会员和2亿美

元的年收入了（Cullen & Masters， 2008）。尽管已发表的数据显示

在线相亲的作用很微弱，但是研究者已经开始寻访上千对伴侣，从上

百个问题中来了解什么样的答案组合有助于预测持久的关系

（Epstein， 2007；Tierney， 2008）。

反方观点：互联网可以使人们展现真实的自我，但同时也可以使

人们假装成任何他们想要的样子，有时候甚至还为了达到性欺诈的目

的而不择手段。而且，网络色情和其他形式的色情作品一样，会扭曲

人们对性的实际情况的认知，降低他们真实伴侣的吸引力，使男性更

多地从性的角度看待女性，将性胁迫当作小事，为人们在性情境中的

行为方式提供心理图式，提高唤醒水平，从而减低抑制并导致对无爱

性行为的模仿。

最后，罗伯特·帕特南（Putnam， 2000）提出，以计算机为媒介

的沟通带来的社会收益受到两个现实方面的限制：“信息鸿沟”加剧

了既得利益者与未得利益者之间的社会和教育不公现象。“网络割据

化”使得宝马2002 款的业主们都涌入了互联网，这种“割据化”也使

得白种人至上主义者得以相互联络而彼此促进。“信息鸿沟”问题可

以通过降低互联网费用和增加公共使用场所来解决，而“网络割据

化”问题是任何媒体都具有的。

随着关于互联网对社会影响的讨论不断持续，帕特南（Putnam，

p.180）说：“最重要的问题并不是互联网对我们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而是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互联网？……我们如何利用这种技术手段增强



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如何改进技术以增加社会性的存在，增强社会

性的反馈，以及社会性的线索？我们如何利用这种快速而经济的沟通

手段去弥补现实沟通手段的不足？”

亲密关系是如何结束的

不是所有的爱情都能天长地久。那么，哪些因素可以预测婚姻的

解体？伴侣通常如何分手或复合？

1971 年，一个小伙子给自己的新娘写了一首情诗，然后把它塞进

瓶子并扔到了西雅图和夏威夷之间的太平洋海域。10年后，有人在关

岛附近海岸慢跑时发现了这首装在瓶子里的情诗：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可能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但我

相信我们的爱情仍然会像现在一样鲜活。

这封信可能要花上一周甚至若干年的时间才能“找到你”……即

使它永远都不能到你手中，我仍然铭记于心的就是，我会不顾一切地

去证明我对你的爱。

你的丈夫，鲍伯。

发现情书的人通过电话找到了那位十年前的新娘。当把情书的内

容读给她听时，她竟然大笑起来，而且越听就笑得越厉害。最后，她

只说了一句“我们已经离婚了”就挂断了电话。

事实通常如此。聪明的头脑也会做出愚蠢的决定。人们将自己不

满意的婚姻关系与想象中可从别处获得的支持和情感相比较，越来越

多的人会选择离婚，今天的离婚率已经是1960 年的两倍。每年，加拿

大和美国每两次结婚中就有一次离婚。20 世纪60 和70 年代，部分是

由于步入职场的女性越来越多，经济和社会因素对离婚的阻碍作用被



削弱了，离婚率不断上升。美国福音派学者葛尼斯（Os Guiness，

1993， p.309）的话很有讽刺意味：“我们活得更长了，但爱得更短

了。”

英国温莎皇室早已领教了现代婚姻的风险。玛格丽特公主和安妮

公主、查尔斯王子和安德鲁王子童话般的婚姻都以失败告终，微笑被

无情的对视所取代。1986 年，刚嫁给安德鲁王子不久，萨拉·弗格森

就对外宣称，“我爱他的智慧，他的魅力，他的外貌。我仰慕他。”

安德鲁对她的回应是，“在我的生命中，她是最美好的。”而6 年

后，安德鲁挑剔萨拉的朋友“没有教养”，萨拉也嘲笑安德鲁的行为

“极其粗鲁”，二人宣布离婚（Time， 1992）。

谁会离婚

离婚率在不同的国家差异较大，从玻利维亚、菲律宾和西班牙，

每年离婚人口仅占总人口的0.01%，到世界上最具离婚倾向的美国，每

年离婚人口已达总人口的0.54%。若要预测一种文化中的离婚率，最好

是了解这种文化的价值观（Triandis， 1994）。相对于集体主义文化

（在那里爱情意味着承担责任，人们在意的是“别人会怎样

说？”），在个人主义的文化（在那里爱情是一种感受，人们在意的

是“我自己的感觉如何？”）中会有更多人离婚。个人主义者结婚是

“为了我们彼此相爱”，而集体主义者更多是为了生活而结婚。个人

主义者期待婚姻中有更多激情和个人的自我实现，这给婚姻关系带来

了更大的压力（Dion & Dion，1993）。在一项调查中，有78% 的美国

女性认为“保持浪漫”对良好的婚姻十分重要，而在日本女性中这一

概率只有29%（American Enterprise， 1992）。

然而，即使是在西方社会，那些在结婚时已经考虑成熟而且打算

长相厮守的人，确实也会有更健康、稳定而长久的婚姻（Arriaga，

2001；Arriaga & Agnew，2001）。持久的关系一方面是由于持久的爱



和满意，但同时也是由于对离婚或分离成本的恐惧、道德责任感，以

及尚未发现有其他可能的伴侣（Adams & Jones，1997；Manner &

others， 2009；Miller， 1997）。

那些对婚姻的承诺比结婚的意愿还要看重的人通常能够容忍一次

又一次的冲突和不满。一项全国性的美国调查发现，那些婚姻不幸福

但仍然维持婚姻关系的人，五年后被再次访谈时，有86% 的人认为自

己的婚姻现在“非常”或“相当”幸福（Popenoe， 2002）。相比之

下，那些“自恋者”——更关注自己的意愿和形象的人——结婚时则

没有那么坚定的承诺，因此，他们拥有一段长久的成功婚姻的可能性

则要小一些（Campbell & Foster， 2002）。

离婚的风险有多大同样取决于谁跟谁结婚（Fergusson &

others， 1984；Myers， 2000a；Tzeng， 1992）。符合下列条件的

夫妇通常不会离婚：

● 20 岁以后结婚

● 都在稳定的双亲家庭里长大

● 结婚之前恋爱了较长一段时间

● 接受过较好且相似的教育

● 有稳定收入

● 居住在小城镇或农场里

● 结婚之前没有同居过或怀孕过

● 彼此之间有虔诚的承诺



● 年龄相当，信仰和受教育水平相似

这些预测因素中没有一个能够独立作为稳定婚姻的实质要素。它

们只是与稳定婚姻相关的因素，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但是，如

果某个人的情况与以上各条全都不符的话，那么他的婚姻几乎必定要

破裂。如果一对夫妻的情况与以上各条全部符合，他们非常有可能白

头偕老。英国人在几个世纪之前的想法可能是对的，他们当时认为，

陶醉于一时激情所做出的长相厮守的决定是愚蠢的。基于稳定的友

谊，以及相近的背景、兴趣、习惯和价值观去选择伴侣会比较好

（Stone，1977）。

分离的过程

一刀两断会产生一系列可以预料的结果，最初对失去的伴侣不能

释怀，然后是深深的悲伤，最后开始了情感上的分离，回到正常生活

中，并对自己有一种全新的认识（Hazan & Shaver，  1994；

Lewandowski & Bizzoco， 2007）。即使早已没有感情的夫妻，在刚

离婚的时候也会惊讶于自己还有接近对方的意愿。深入而长久的依恋

关系很难快速地分离；分离是一个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个事件。

在约会的情侣中，关系越是亲密、长久，可选择的其他对象越

少，分手时就越痛苦（Simpson， 1987）。令人惊讶的是，鲍迈斯特

和沃特曼（Baumeister &Wotman， 1992）的报告指出：在数月或数年

之后，拒绝别人的爱比自己的爱被拒绝会唤起人们更多的痛苦。人们

的痛苦来自于对伤害他人所感到的内疚，来自于心碎的爱人的执著所

引起的不安，也来自于不知该如何做出反应。对已婚者来说，离婚还

有额外的代价：父母和朋友感到震惊，对自己违背誓言感到内疚，养

育孩子的权利可能受限。然而，每年仍有上百万对夫妻愿意付出这些

代价而使自己获得解脱，因为他们觉得，持续一段痛苦而无益的婚姻

关系将是更大的代价。在一项对328 对已婚夫妇的研究中发现，持续



一段不幸婚姻的代价还包括，与婚姻美满者相比，婚姻不和谐者抑郁

症的患病率会高出10 倍（O'Leary & others，1994）。然而，如果婚

姻是“非常幸福”的，整个生活通常也是“非常幸福”的 （图27-

4）。

当婚姻关系令人感到痛苦时，那些没有更好的可选对象或感觉自

己为婚姻投入（时间、精力、共同的朋友、财产，也许还有孩子）太

多的人，通常会去寻找离婚之外的其他应对方式。鲁斯布尔特和她的

同事（Rusbult & others， 1986，1987， 1998）发现了人们处理失

败婚姻关系的三种方法。一些人会忠诚于伴侣，等待时机以改善关

系。婚姻关系问题如此痛苦，令人不愿提及，加之离婚的成本太高，

因此忠诚的一方会坚持，期待昔日美好光阴的重现。另一些人（尤其

是男性）会忽略伴侣，他们无视另一方的存在并任由婚姻关系继续恶

化。当他们将痛苦和不满忽略掉，情感上的分离便随之而来，伴侣之

间谈话更少，并开始重新定义他们没有彼此的生活。还有一些人会表

达他们在乎的内容，并采取积极措施改善婚姻关系，例如讨论问题、

寻求建议、尝试改变。



图27-4

美国民意调查研究中心对1972~2004年间23 076位美国已婚者的调查。

涉及45 000 对夫妻的115项研究显示，不幸福的夫妻彼此争吵、

命令、责难和羞辱，而幸福的夫妻通常更加一致、赞同、妥协并且愉

快（Karney & Bradbury，1995；Noller & Fitzpatrick， 1990）。

在观察了2 000对夫妇之后，约翰·戈特曼（Gottman， 1994，

1998）提出，健康的婚姻并不见得没有冲突，而是夫妻双方能够调和

差异，并且他们的情感能够胜过相互的指责。在成功的婚姻中，积极



互动（微笑、触摸、赞美、欢笑）与消极互动（讥讽、反对、羞辱）

的数量之比至少为5:1。

预测婚姻破裂的因素不是痛苦和争吵，休斯顿等人（Huston &

others， 2001）对新婚夫妇的追踪研究发现，痛苦和争吵并不能预测

离婚。（大多数新婚夫妇都经历过冲突。）真正能够预测婚姻危机的

因素是冷漠、希望破灭和无助。斯旺等人（Swann & others， 2003，

2006）发现，当羞怯的男子找了个爱挑剔的女子为妻时（违背传统的

性别期望），情况更是如此。

婚姻成功的夫妻有时能从沟通训练中获益，学会如何抑制恶性侮

辱、避免大动肝火、平息怒火（通过采用非侮辱性言语表达感受）以

及不将冲突的矛头指向个人，比如可以说，“我知道这不是你的错”

（Markman，  & others，  1988；Notarius & Markman，  1993；

Yovetich & Rusbult， 1994）。如果双方都愿意像幸福的夫妻那样做

——减少抱怨和责难，增加肯定和赞同，腾出时间表达彼此的观点，

每天一起祈祷或休闲——不幸的婚姻关系是否会得到改善？态度可因

行为而变，那么情感是否也会这样呢？

凯勒曼等人（Kellerman， Lewis， & Laird， 1989）想知道这

个猜测是否成立。他们知道，在热恋的情侣中，眼神的凝视通常是持

久而相互的（Rubin， 1973）。亲密的凝视是否也能激发非情侣的异

性之间产生爱恋呢（就像45 分钟逐步增强的自我表露能够在不相识的

大学生中产生亲密感）？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们要求不相识的一对

男女专心地彼此凝视两分钟，一种实验条件是凝视对方的手，另一种

实验条件是凝视对方的眼睛。当两人分开后，凝视眼睛者报告了触电

般的感觉且被对方所吸引。模仿相爱的行为也能够激发爱情。

斯腾伯格（Sternberg， 1988）认为，通过扮演和表达爱意，最

初的浪漫和激情能够发展成持久的爱情：



“永远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并非只能出现在童话故事中。若要将

其变为现实，那么幸福一定是基于爱情关系在不同发展阶段所产生的

相互情感的不同构造。渴望激情永存或亲密关系不受挑战的伴侣一定

会感到失望……我们必须致力于不断地理解、创建和重建我们的爱情

关系。关系是一种建构，如果没有得到维持和改善，就会随着时间而

衰退。我们不能简单地期望爱情关系会像建筑物那样保持自身的稳

定，我们有责任创造我们爱情关系的最佳状态。

假如婚姻幸福的心里要素是心意相通、交往和性的亲密、平等的

给予和获取情感与物质资源，那么法国的这句谚语“爱情消磨了时

光，时光也消磨了爱情”就可能站不住脚。但是人们必须付出努力才

能防止爱情消退。例如，每天挤出时间来聊聊当天发生的事情；克制

自己的唠叨，不争吵，袒露自己并倾听对方的伤感、关注和梦想；努

力使婚姻达到理想的完美境界，这称为“社会平等的、无阶级的乌托

邦”（Sarnoff & Sarnoff， 1989），伴侣双方都能自由地给予和获

取，能够共同做决策并一起享受生活。

模块28 冲突的原因

世界各国领袖用不同的语言重复着同一论调：“我们国家从来都

是爱好和平的，但是，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其他国家拥有的新式武器对

我们造成了威胁。因此我们需要保护自己免受别国的攻击。只有这

样 ， 我 们 才 能 保 卫 我 们 的 生 活 方 式 和 维 护 持 久 的 和 平 ”

（Richardson， 1960）。几乎每个国家在强调和平是自己的惟一目标

的同时，也表现出对其他国家的不信任，并通过武装自己达到自我保

护的目的。这样做的结果是，全球每天在军队和武器上花费达20 亿美

元，同时却眼睁睁地看着数以亿计的人们死于营养不良或缺少医疗。



冲突（conflict）（知觉到的行动或目标的不协调）的成分都是

类似的，从国与国之间的军备竞赛，到中东地区的冲突；从公司管理

者与一般职员关于工资水平的争议，到长期不和的夫妇。不论处于冲

突中的人们能否正确地认识双方的行为，他们总是认为一方的获益就

是另一方的损失。让我们讨论一下冲突的元素。

社会困境

一些对人类未来威胁最大的问题，如核武器、全球性气候变暖、

人口过度增长以及自然资源枯竭等，其根源都是不同的团体追逐他们

各自的私利所致。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行为最终都损害了集

体的利益。很多人都会这样想：“我自己排放出的温室气体是微不足

道的，而购买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系统要花一大笔钱，这不划算。”其

他人也有类似的想法，结果就是我们要面对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以

及更加极端的天气。

在某些社会中的人会有这样的观点：生育更多的孩子能够减轻家

庭的劳作负担，而且能在父母年老后提供保障。但是当大多数家庭一

代又一代地都选择多生养之后，结果是人口过剩给整个社会带来危

害。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对个体有利的决策对整体而言可能是不利的，

于是一个亟待解决的两难问题也就产生了：我们如何能让人们追求个

人利益的权利和集体利益协调一致？

为了区分和研究这种两难困境，社会心理学家们进行了一些实验

室游戏，它们很好地体现了许多真实的社会冲突的实质。“研究冲突

的社会心理学家，在许多方面与天文学家有类似之处，”冲突的研究

者多伊奇（Deutsch，1999）这样写道。“在社会学问题上，我们无法

开展大样本的现场实验研究，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大样本与小样本之间

的相似性来推导我们的理论，二者的关系正如天文学家眼中的行星与



牛顿的苹果间的关系。因此在实验室中少量被试进行的游戏可以加深

我们对战争、和平以及社会公正的理解。”

在这里我们将考虑两个实验游戏，它们都是社会困境（social

trap）的例子：囚徒困境和公地悲剧。

囚徒困境

这个难题源于一个故事，故事的核心是地方检察官使用不同的策

略分别审问两个犯罪嫌疑人（Rapoport， 1960）。他们合伙犯罪，但

是检察官掌握的证据只能判他们很轻的罪。因此检察官为了使嫌疑犯

愿意单独承认自己的罪行，设置了一种鼓励办法：

● 如果一个嫌疑犯认罪而另一个没有，认罪的嫌疑犯将赢得豁免

（并利用他的供词使另一名罪犯得到最严厉的判决）。

● 如果两个嫌疑犯都认罪，他们都能得到中等程度的判决。

● 如果两个人都不认罪，他们都会得到较轻的判决。

图28-1 的矩阵总结了各种选择带来的结果。如果你是其中的一个

嫌疑犯，而且你无法和你的同伙商量，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会认罪吗？

为了使自己的判决减至最轻，很多人都会承认罪行，尽管实际上

两个人都不认罪带来的惩罚要比相互指控轻。从图28-1 的矩阵中我们

可以看出，可能这是因为，不管另一嫌疑犯如何选择，认罪总是比较

有利的做法。如果另一名嫌疑犯也认罪，那么自己将会得到中等惩罚

而非最重的；如果另一名嫌疑犯不认罪，那么自己就可以直接得到自

由。

在2 000多项研究中，大学生们被要求在类似于囚徒困境的各种情

境下做出选择。在这些实验情境中，他们考虑的结果并不是牢狱之



灾，而是薯条、钱或是学分等不同的事物。在任何一种选择中，背叛

对方总是能得到较好的结果（因为这一行为可以从对方合作的企图中

得到好处，或是防止对方背叛给自己带来严重后果）。但是问题是如

果双方不合作，他们得到的结果总是比在他们互相信任并合作的情况

下要坏得多。这个难题常常令人发狂，一方面双方都知道他们都可以

从合作中受益，另一方面他们却无法沟通从而相信对方，所以难以脱

离不合作的行为方式。

图28-1



经典的囚徒困境。在每个格子中，斜线以上部分表示嫌疑犯A 得到的处罚。我们可

以看到，如果两名嫌疑犯都认罪，他们都会被关5 年；如果两人都不认罪，那么都

被关1 年；如果只有一人认罪，那么他就会因为表现良好而被释放，另一个倒霉鬼

则要被关上10 年。如果你是其中一个嫌疑犯，而且你没法和你的同伙商量，在这样

的情况下你会认罪吗？

惩罚他人，或者不予合作，看上去似乎是个明智之举，但是在实

验室里它却会产生反作用（Dreber & others， 2008）。惩罚通常会

引发报复，也就是说那些实施惩罚的人往往会升级冲突，造成结果的

恶化。惩罚者所认为的自卫反应，在被惩罚者看来却是进一步的攻击

（Anderson & others， 2008）。而当被惩罚者有机会回击的时候，

可能会回击得更重，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只是在以牙还牙。在一项实验

中，实验者要求伦敦的志愿者在接收到他人用机械装置传递的压力

时，通过一个机械装置将压力传回到另一个人的手指。尽管要求参与

者互相给予对方同等强度的压力，但他们往往会多返回40%的力量。这

样，轻触很快升级为重压：很像小孩经常会说的：“我只是碰了他一

下，他就打我了”（Shergill & others， 2003）。

公地悲剧

很多社会困境都包含了两个或更多的利益集团。例如，日益严重

的滥砍滥伐，以及世界各地激增的汽车、燃炉和火力发电厂排放的二

氧化碳造成了全球性气候变暖问题。但是，其实每一辆汽车排放的尾

气对整个问题来说几乎微不足道，那些危害也会由许多人来分摊。为

了建立能够描述这一困境的模型，研究者们在实验室对现实问题进行

了模拟，并研究了不同类型人的行为反应。

生态学家加勒特·哈丁（Hardin， 1968）把这种社会困境表现出

的丑恶人性比喻为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这一名称

来源于旧时英格兰乡镇中心的牧场。



在现代，“公地”在这里包括了空气、水、海洋中的鲸类、罐子

里的饼干或是其他任何被共享但是有限的资源。当所有人都适度地利

用资源时，资源自行再生的速度可以与资源被消耗的速度相匹配。植

被能够生长，鲸鱼能够繁衍生息，饼干罐也会被重新填满。而一旦对

资源的利用超过限度，公地悲剧就会发生。假设有100个农民占有了一

块能够供应100头牛足够牧草的草地，当每一个农民在这块地上养一头

牛的时候，对资源的利用是最优的。但是某一个农民可能会有这样的

想法：“如果我多养一头牛，我的收入就可以翻倍，而土地只会受到

一点点影响。”因此他理由充分地增加了第二头牛。而当所有的农民

这样想并这样做时，结果可想而知，公地悲剧就不可避免了，最后肥

美的牧场将沦为一片荒芜的土地。

类似地，人类对环境的污染也是由很多轻微的污染一步步累积起

来的。对每一个污染者来说，停止污染所能给他们（也给环境）带来

的好处，与污染给他们带来的方便来说仍是不值一提的。我们在保持

个人居所卫生的同时，却在公共场所——诸如宿舍走廊、公园、动物

园等——随地扔垃圾。我们也会为了对我们来说很直观的利益而消耗

人类的自然资源，洗一个长长的舒适的热水澡能够对环境产生什么影

响呢？捕鲸者知道，即使他们不去捕鲸，别人也会，并且多捕几条鲸

鱼对物种能造成什么影响呢？悲剧就这样发生了，与所有人都有密切

关系的事情（比如环境保护）竟成了无人关心之事。

这种个人主义是否为美国所独有？萨托在1987年进行了类似的实

验，不过被试来自文化更加倾向于集体主义的日本。实验开始时，被

试都支付相同数量的钱来种植一片虚拟的森林，在实验中他们可以通

过砍伐虚拟的树木得到现金，实验的结果与西方文化背景下得到的结

果基本一致：超过一半的树木在生长到最佳的砍伐时机之前就被抢着

砍掉了。



萨托的森林让我想起了自己家里的饼干罐子。如果按照局外人的

看法，我们应该在重新装满罐子之前保证罐子不是空的，以确保我和

我的家人每天都能吃两三块饼干。但是，缺乏节制和对其他家庭成员

的不信任使我们禁不住要增加自己对饼干的消费，于是每个人都一块

接一块地填饱自己。结果是24小时内饼干就被彻底消灭了，在这周剩

下的时间里，罐子空空如也。

囚徒困境和公地悲剧有一些相似的特征。首先，在两种情境下参

与者都会把自己的行为动机解释为外界的压力（“我不得不提防被对

方利用”），而且不客观地评价对方的行为（“她很贪婪”，“他是

不可靠的”）。多数人从未意识到对方看待他们时，同样会有这样的

基本归因偏差（Gifford & Hine， 1997；Hine & Gifford，1996）。

那些具有自我膨胀和自我欣赏倾向的人，尤其不可能对他人的观点表

示赞同（Campbell & others， 2005）。

其次，行为的动机是在变化的。在一项任务中，开始时人们的动

机可能是挣些小钱，然后变成了减少自己的损失，到了最后就只是保

存脸面防止彻底的失败（Brockner & others， 1982；Teger，

1980）。这种动机的变化在20世纪60年代的越南战争中体现得尤为明

显。战争刚开始的时候，约翰逊总统在他的演讲中常常强调战争是以

自由、民主和正义为目标的，但是随着冲突的升级，总统的论调便成

了为了美利坚的荣誉并防止战败带来耻辱而战。

再次，现实生活中的多数冲突，就像囚徒困境或公地悲剧一样，

是非零和博弈（non-zero-sum games）。冲突双方得到的利益和损失

之和并不一定为零。双方可能都赢，也可能都输。每种情境都将个人

能够在短时间内得到的回报与群体的长期利益对立起来。在面对这类

令人头疼的问题时，即使每个人都表现出了足够的“理性”，其结果

仍有可能是灾难性的，正如地球的大气层内日益增厚的二氧化碳层并



不是某个丧心病狂的人有意策划的，而是由许多看似合理的行为造成

的总体后果。

并非所有的利己行为都对集体有害。在很大的程度上——正如18

世纪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Smith， 1776， p.18）对当

时社会的描述——每个人都寻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一过程也恰恰

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利益。亚当·斯密通过对生产行为的观察得出：

“我们能够得到我们的晚餐，并不是因为那些屠夫、酿酒师或是糕点

师大发善心，而是因为他们关心自身的利益。”

解决社会困境

在这些使人左右为难的社会困境中，我们如何引导人们通过合

作，提升他们共同的利益呢？通过对实验室中安排的两难困境的研

究，为我们提供了几种可能的途径（Gifford & Hine， 1997）。

适当管制

如果税收的征缴完全依靠人们的自觉性，那么有多少人会交出应

当交付的数目呢？很显然，对多数人来说是做不到的。因此在现代社

会中，不能依靠慈善事业来支付学校、公园以及国防安全的开支。我

们制定了很多规则来保护公共资源。长期以来，捕鱼、打猎的季节和

限度都受到控制；在国际范围内，国际捕鲸者协议规定了一个使鲸鱼

能得到足够繁殖机会的捕捞限制。同样地，在渔业，阿拉斯加的大比

目鱼渔场实施了“捕捞份额”政策。该政策保证每个渔民每年一定比

例的可捕捞量，从而大大地减少了竞争和过度捕捞行为（Costello &

others， 2008）。

小即是美



另一种解决社会困境的方法是，缩小群体的规模。在一个较小的

集体中，每个人都能更加明确地感受到自己的责任和自己对集体的影

响（Kerr， 1989）；而当一个集体变得较大时，人们就更容易会这样

想：“反正我也不会起多大作用”，正是这一想法常常导致不合作

（Kerr & Kaufman-Gilliland， 1997）。

在较小的集体中，团队的成功也能够给成员带来更多的满足感。

此外，其他任何使人们团队意识增强的因素，也会增加合作行为。甚

至几分钟的讨论，或者认为和团队其他成员有某些相似之处的想法，

都会增加集体成员的“我们感”和合作的可能性（Brewer， 1987；

Orbell & others， 1988）。居住稳定性也会增强公共认同感和亲社

会行为，这会让个体乐于去看棒球赛，而不计较最后队伍的分数

（Oishi & others， 2007）。

我从小在太平洋西北部的岛屿上长大。我们的小社区共享一个社

区蓄水池。在炎热的夏天，当蓄水池水位下降时，警示灯就会亮起，

提醒我们15个家庭注意节约用水。由于意识到对彼此的责任，感觉到

节约用水起作用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注意节约。蓄水池从未干涸过。

但在较大的公共场所，例如城市，让居民自愿的节约用水相对较难实

现。

沟通

人们只有通过沟通才能解决某些社会困境。实验室创造的情境与

现实生活一样，群体沟通有时会恶化成恐吓和言语侮辱（Deutsch &

Krauss， 1960）。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沟通可促成人们的合作

（Bornstein & others， 1988， 1989）。对两难问题的讨论会增进

小组成员的群体意识，并使成员们更加关注小组的整体利益。通过沟

通，也使小组能够达成一致的意见和期望，并对组内成员产生一定的

服从小组内部规范的压力。在沟通过程中，尤其是当人们面对面交流



时，他们可以产生很好的合作行为（Bouas & Komorita， 1996；

Drolet & Morris， 2000；Kerr & others， 1994， 1997；Pruitt，

1998）。

开放、明确而坦诚的交流也能消除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在缺乏

沟通的情况下，那些预期别人不会有合作行为的人，自己也必然不会

表现出任何合作的倾向（ Mess & Sivacek ，  1979；Pruitt &

Kimmel， 1977）。缺乏信任之人不会与别人合作，而缺乏合作又带来

了进一步的不信任（“我还能怎么样呢？这个世界就是黑吃黑”）。

在实验中，沟通减少了不信任感，使人们有可能达成使他们共同的利

益得到增加的一致观点。

改变激励机制

当实验者通过改变激励机制使合作行为能够得到更多的强化，而

自私行为能够得到的好处变少时，人们的合作行为就会增加。激励机

制的改变也有助于解决一些实际的困境。例如在一些城市中，由于开

私家车去上班的人很多，高速公路常常出现堵塞，并且造成严重的空

气污染。人们喜欢开私家车的原因之一是这样比较舒适，而且每个人

都认为多一辆车对交通情况和污染只能产生微不足道的影响。为了使

人们的想法发生改变，许多城市对政策进行了调整，增加了对公共交

通服务的激励，包括在高速公路上开辟公交专用车道，以及降低通行

税。

倡导利他规范

当合作行为很明显可以增加公共利益时，个人就更可能表现出符

合社会责任规范的行为（Lynn & Oldenquist， 1986）。例如，在人

们都知道使用公共交通能够比私人交通工具节省时间的情况下，如果

还知道公共交通可以减少对环境的污染，那么他们使用公共交通的倾



向就会更强（Van Vugt & others， 1996）。在20世纪60年代争取公

民权利的斗争中，许多领导者往往会情愿为了更大群体的利益而遭受

折磨、拷打和牢狱之灾。在战争时期，人们为了自己国家或民族的利

益也常常会做出巨大的个人牺牲。正如温斯顿·丘吉尔对二战中英国

军人做出的评价，战争中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的行为是彻底无私的：

明知每一次任务都有大约70% 的飞行员无法平安回来，他们依旧坚定

地完成了他们的任务（Levinson， 1950）。

综上所述，能够减少社会困境危害的方法包括：确立法规以限制

利己行为；将群体分为较小的单位；让人们能够充分地沟通；改变激

励机制使合作能得到更多的回报；倡导利他的行为规范。

竞争

在模块28（冲突的原因）中，我们指出，当不同的群体为稀缺的

职位、住所和资源进行竞争时，敌意便产生了。当利益相抵触时，冲

突便产生了。

但是竞争本身会不会导致敌意的冲突呢？现实生活情境过于复

杂，所以我们很难做出确切的分析。如果竞争确实引发冲突，那么我

们可以在实验中发现它也会发挥这样的作用。为了通过实验研究竞争

的作用，我们可以随机地将一些人分为两组并让他们为某种稀缺的资

源而竞争，然后观察他们在竞争中表现出的行为模式。谢里夫

（Sherif， 1966）及其同事们正是这样做的，他们以一群典型的

11~12 岁的男孩为被试进行了一系列有意思的实验。这一实验的灵

感，来源于谢里夫对1919年目睹希腊军队入侵他的家乡土耳其的回

忆。



他们开始四处杀人。（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并使我开始

对人类为何会有这样的行为感到疑惑……我希望能够通过科学或者任

何别的专业手段，来理解群体之间野蛮行为是如何产生的（quoted by

Aron & Aron， 1989，p.131）。

在研究了野蛮行为的社会根源之后，谢里夫将可能的要素用于几

个为期三周的夏令营活动中。在其中一个研究中，谢里夫将22 名来自

俄克拉荷马的普通男孩分成了两组，并将他们用巴士分别运到了不同

的童子军营地。两个童子军营地均位于俄克拉荷马州的山贼洞州立公

园，相距半英里。在活动的第一周，两组童子军都不知道对方的存

在。通过准备食物、扎营、修建游泳池和建立绳桥等活动，两组童子

军内部分别形成了比较亲密的关系，并且给自己的小组起了名字：

“响尾蛇”和“老鹰”。为了表达对童子军生活的满意，其中一间小

木屋上还写上了“家，甜蜜的家”的字样。

在群体认同感确立之后，两个小组也将进入冲突的产生期。在第

一周即将结束的时候，响尾蛇组成员“发现老鹰组的成员出现在‘我

们’的棒球场上。”此后，夏令营活动的组织者在两组童军间开展了

一系列竞争性的活动（包括棒球比赛、拔河、营地内务检查、寻宝

等），两个小组对这些活动均显示了很高的热情。在游戏中两组必须

分出输赢，所有的优待（奖章、小刀之类的奖品）都属于胜利一方。

结果如何呢？整个营地逐渐进入了公开的战争状态，一切就像威

廉·戈尔丁的小说《蝇王》中描写的场景——在荒岛上野营的男孩之

间的社会瓦解。在谢里夫的研究中，冲突是从比赛过程中双方对骂开

始的，然后迅速升级为餐厅内的“垃圾大战”，烧毁对方的旗帜，对

对方营地进行抢掠甚至互殴等严重的争斗行为。当被要求对另一个小

组进行描述时，男孩们使用的形容词包括：“卑鄙的”、“自作聪明



的”和“臭鬼”，而在评价自己的组员时使用的则是：“勇敢的”、

“坚强的”和“友好的”。

决出胜负的竞争活动带来了激烈的冲突，对其他组成员的歧视，

以及组内强烈的团结意识和集体荣誉感。群体极化也加剧了冲突。根

据实验观察，在鼓励竞争的环境中群体总会表现出比个人更多的竞争

性行为（Wildschut & others， 2003，2007）。男性尤其容易卷入群

体间的竞争中（Van Vugt & others， 2007）。

两组之间没有任何文化、体质或是经济上的差异，而且这些男孩

在他们的社群中都是“精英”，但还是发生了上述的一幕幕。谢里夫

提到，如果我们此时来到这个营地，我们会认为这些男孩是“一帮邪

恶、自私而贪婪的浑小子”（1966，p.85）。事实上，他们的邪恶是

被邪恶的环境诱发的。幸运的是，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谢里夫不但

将陌生人变成了敌人，他在最后又将敌人变成了朋友。

知觉到的不公正

“不公平！”“多么卑劣啊！”“我们应该得到更多的！”类似

的话语代表了由于觉察到不公正而产生的冲突。但什么才是“公正”

呢？根据社会心理学家的理论，人们将公正理解为公平——或者说是

付出与获得之间要成比例（Walster & others， 1978）。如果你和我

有某种关系（例如雇主—雇员、老师—学生、丈夫—妻子或是同事关

系等），当我们的付出和所得满足下列等式时，我们之间是公平的：



如果你的贡献比我大而获得的收益却没我多，你就会感到不满和

恼火；而我可能觉得冒犯了你并感到内疚，不过你可能比我对不公平

更加敏感（Greenberg，1986；Messick & Sentis， 1979）。

我们也许会同意用公平原则来定义公正，但对我们的社会关系是

否公平却往往不能达成一致。对于一家公司中的两个职员来说，他们

怎样看待自己的投入呢？年纪较大的一个可能会希望按照资历来安排

工资水平，而年纪较轻的则会希望按照产出评价绩效。当出现这样的

分歧时，谁的意见会胜出呢？事实上，在多数情况下，有较强社会影

响力的人会利用自己的力量使别人相信，他们获得的就是他们应得的

（Mikula， 1984）。这一现象被称为“黄金定律”：总是由拥有黄金

的人来制定规则。

那么那些利益受损害者是如何回应的呢？伊莱恩·哈特菲尔德等

人（Hatfield，Walster， & Berscheid， 1978）发现了三种可能

性。他们可能接受并认同自己较低的地位（“我们穷，但是我们很快

乐”）。他们可能会寻求补偿，例如骚扰、为难或者欺骗那些侵害了

他们的人。如果上述两种可能都没有实现，他们可能会尝试通过报复

来获得心理平衡。

误解

冲突是被知觉到的行为或目标的不相容。实际上，很多冲突中真

正对立的目标只是核心处的一小部分；更大的问题来自对对方动机和

目标的误解。在前面提到的例子中，老鹰组和响尾蛇组的男孩们确实

有一些相互对立的目标，但是他们对对方的误解在主观上夸大了他们

的差异（图28-2）。



在前面的模块中，我们讨论过引起类似误解的原因。自我服务偏

差会使个人或群体乐于承认自己做的好事，而对自己做的坏事却推卸

责任，同时并不会考虑对方的类似行为方式。自我合理化的倾向使人

们否认自己的错误行为（你说我撞了他？我根本就没碰到他！）。由

于基本归因偏差，冲突中的双方都认为对方的敌意行为反映了他们邪

恶的品质，然后他们将会按照自己的成见过滤并理解得到的信息。而

在一个群体中，利己、合理化和成见都会得到极化。群体思维的一个

表现就是将自己所属群体描述为高尚而强大的，并将对立的群体描述

为卑劣而弱小的，被多数人认为是残酷暴行的恐怖主义行为在一些人

眼中却是“圣战”。事实上，仅仅是成为一个群体的成员，就会使人

产生内群体偏见，而负面的刻板印象一旦形成，就很难被改变。

图28-2



多数冲突中只有核心的一小部分来自真正的矛盾，外面包裹着的则是各种各样的误

解。

因此，我们可以明确肯定，在冲突的双方眼中，对方的形象都是

被歪曲的，尽管这种误解很容易被我们理解，但它仍深深影响着我们

的行为。

镜像知觉

在冲突中，双方对对方的误解常常具有令人吃惊的一致性，他们

都会美化自己和丑化对方。当1960年美国心理学家尤里·布朗芬布伦

纳（Bronfenbrener，1961）到苏联对很多普通苏联公民进行访谈时，

他吃惊地发现：苏联人对美国人的描述，与美国人对苏联人的印象惊

人一致。在苏联人眼中，美国政府在军事上具有很强的侵略性，它蛊

惑并剥削美国的民众，而且在外交上美国从来不可信赖。“我们慢慢

而痛苦地发现，苏联人对美国人歪曲的印象与我们对他们的印象具有

奇怪的一致性，两者正如镜像一般。”

当双方知觉到冲突时，至少有一方对另一方存在误解。当出现这

样的误解时，布朗芬布伦纳认为，“就后果的严重性而言，这一心理

现象是无与伦比的……因为这种印象的特点就是，它们可以自我证

实。”也就是说当A 认为B 对他有敌意时，那么A 就会以充满敌意的

方式对待B，那么A 的期望就得到了证实，因此一个恶性循环开始了

（Kennedy & Pronin，2008）。莫顿·多伊奇（Deutsch，1986）解释

道：

你从小道消息中听说你的一个朋友在说你的坏话，尽管这个消息

是错的但是你相信了，于是你开始反击——侮辱这位实际上是无辜的

人。他当然不能忍受于是也回击了，而这正好肯定了你原先的想法。

类似地，东西方的政治家总会沉浸在对战争威胁的担忧中，并认为对

方会试图通过军事称霸，因此他们采取了不断加深对方误解的行动。



负面的镜像知觉（mirror-image perceptions）在很多地方都成

了通往和平的障碍：

● 阿以冲突的双方都坚持认为，“我们”进行军事活动的动机，

是保卫自己的人身和领土安全；而“他们”的意图，则是将我们消灭

并夺取我们的土地；“我们”是这里的原住民而“他们”是侵略者；

“我们”是受害者，“他们”则是侵犯者（Bar-Tal， 2004；

Heradstveit， 1979；Kelmom， 2007）。在这样极端不信任的情况

下，进行和平谈判显然是一件困难的事。

● 在北爱尔兰的阿尔斯特大学，亨特和他的同事（Hunter &

others， 1991）给信仰天主教和新教的学生播放了两段录像，录像的

内容分别是一群新教徒对一场天主教葬礼的袭击和天主教徒对新教徒

葬礼的袭击。多数学生在观看录像后认为，与自己持相反信仰的攻击

者的攻击动机显示了他们嗜血的本性，而与自己信仰相同的攻击者则

不过是为了自卫或者还击而已。比如，双方都认为自己是正义和爱好

和平的，而对方是邪恶和好斗的。

●恐怖主义总是出现在旁观者的眼中。在中东地区，一次民意调

查显示，98%的巴勒斯坦人认为一个携带攻击性步枪的以色列人在清真

寺杀死29个巴勒斯坦人构成恐怖主义，但是82%的人认为一个携带自杀

性炸弹的巴勒斯坦人杀死 21个以色列人就不构成恐怖主义

（Kruglanski & Fishman，2006）。同样地，以色列人对暴力行为的

反应也带着强烈的偏见，认为巴勒斯坦人的意图都是坏的（Bar-Tal，

2004）。

津巴多（Zimbardo，2004）指出，这种冲突将整个世界一分为

二，即好人（比如“我们”）和坏人（比如“他们”）。“事实

上，”卡尼曼和伦肖恩（Kahneman & Renshon， 2007）指出，“近40

年的心理学研究发现，正是这种偏见促成了战争的发生。它们使得国



家领导人夸大对手的邪恶动机，误解对手对他们的知觉，当敌对开始

时过分乐观，而在谈判的时候又不愿意做必要的让步。”

冲突中对立的双方常常夸大这种差异。在移民和平权行动这些议

题上，并不是像对手想象的那样，支持者就是那么开明的，而反对者

就是那么保守的（Sherman， Nelson， & Ross， 2003）。辛西娅·

麦克弗森·弗兰兹（Frantz， 2006）指出，对立双方也倾向于会有

“偏见盲点”。他们认为自己的想法不会因为他人的喜欢或不喜欢而

受到影响，然而却把那些不同意他们的人看作是不公平和有偏见的。

此外，党派人士倾向于认为对手尤其不赞成他们的核心价值

（Chambers & Melnyk， 2006）。

约翰·钱伯斯、罗伯特·巴朗和玛丽·英曼（Chamber， Baron &

Inman，2006）证实了人们对与堕胎和政治相关的一些问题存在误解。

党派之间总是夸大对手与自己的分歧，而事实上他们的对手与他们自

己的一致性要比想象的多。这种对他人立场的夸张理解引发了文化大

战。拉尔夫·怀特（White， 1996， 1998）报告说，塞尔维亚之所以

在波斯尼亚发动战争，部分是因为他们对相对世俗化的波斯尼亚穆斯

林信徒的过分担忧，他们错误地把这些信徒的信仰和中东伊斯兰原教

旨主义以及狂热的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了。要想解决冲突，我们必须

抛弃这些夸张的感觉，而去了解别人的想法。但这并非易事。罗伯特

·赖特（Wright，2003）指出，“如果一个人做了一件你很讨厌的事

情，还让你站在他的立场去思考，这无疑是道德训练中最难的一课

了。”

具有破坏性作用的镜像知觉在较小的群体或个人之间也有所体

现。例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博弈游戏中，双方都会有这样的反应：“我

们想合作，但他们的拒绝态度使我们也不得不采取自我保护的策

略。”在对经理人的研究中，肯尼斯·托马斯和路易斯·庞迪



（Thomas & Pondy， 1977）发现了这样一种归因的倾向。当被要求回

忆最近遇到的一次较严重的冲突时，只有大约12% 的人认为冲突的另

一方具有合作的意愿；而74%的人认为自己是愿意合作的。在解释冲突

发生的原因时，这些经理人认为，自己在交流时采取的是“建议”、

“暗示”和“劝告”的方式，而对手的态度则总是“提出要求”、

“认为自己的意见一无是处”或是“拒绝合作”。

激化冲突的另一个常见的错误观念是，认为尽管对方的最高领导

者是邪恶的，但是他们控制和操纵着的民众则是支持我们的。这种

“领导邪恶—民众善良论”明确地体现在美苏冷战的双方身上。在越

战之前，几乎整个美国都相信，美军士兵一进入这块被越共“恐怖分

子”控制的地区，就将有大批被压迫的民众揭竿而起加入战斗，事实

证明这种说法是痴人说梦。2003 年，美国开始了对伊拉克的战争，他

们以为“存在大量的地下组织会支持联军，帮助他们建立安全和法律

体系”（Phillips， 2003）。事实上，地下组织没出现，战后的安全

真空倒是使抢劫、破坏和对美国士兵的袭击不断。来自叛乱者的攻击

也不断增加，他们决定将西方的利益从这个国家赶出去。

知觉转换

如果说误解与冲突总是一同出现，那么随着冲突程度的起伏变

化，误解也会不断出现和消失。事实证明确实如此，而且有着极强的

规律性。当一股势力成为敌人时，我们会将它的形象扭曲；而在化敌

为友之后，它的形象也会朝相反的方向发展。因此，在二战中美国民

众和传媒眼中“嗜血、残暴、奸诈、长着龅牙的小日本鬼子”，在战

后迅速变成了美国媒体和人民心目中“聪明、勤劳、自律而足智多谋

的盟友”（Gallup， 1972）。

德国人，他们因为世界大战的缘故两次成为全世界人民憎恨的对

象，又两次重新得到了世界人民的尊重。对他们的民族性中是否包含



了残酷已不是我们关心的问题。而尽管伊拉克使用了化学武器并在国

内展开对库尔德人的大屠杀，它对伊朗的战争仍得到了很多国家的支

持，不过是由于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当两伊战争之后伊拉克

开始侵略重要产油国科威特时，它的行为立刻成为了“野蛮的行

径”。由此可见，观念变化的速度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在冲突之中误解的严重程度让我们感到心寒：一个既不疯狂也不

邪恶的人，在冲突中可以很容易地产生对对方的歪曲印象。在与另一

国家、另一个群体甚至是与室友或家长的冲突中，我们很容易把自己

的动机和行为误解为完全的正确，而将对方的行为理解成彻头彻尾的

邪恶，同时我们的对手也会对我们形成镜像式的误解。

因此，在受困于社会难题、为了稀缺资源而竞争或是感到不公正

的时候，我们只有同时抛开偏见并努力解决确实存在的分歧，才能使

冲突结束。一个好的建议是，在冲突中不要认为别人与你在价值观和

道德上格格不入；反之，进行换位思考，设想一下：也许对方会从一

个不同的角度理解这个问题。

模块29 为和平创造者祈福

我们已经了解了冲突是怎样由社会困境、激烈的竞争、知觉到的

不公正以及误解引起的。尽管这种图景看来颇为残酷，却不是绝没有

希望得到解决的。我们可以把敌意转变为友谊，把握紧的拳头变成张

开的双臂。社会心理学家在帮助人们“化敌为友”的策略上有四个建

议，我们可以把它们记成“和解的四C”：接触（contact）、合作

（ cooperation ） 、 沟 通 （ communication ） 、 和 解

（conciliation）。



接触

能否把两个互相冲突的个人或者团队放在一起，进行近距离的接

触，以使得他们互相了解彼此并喜欢上彼此呢？通过前面的内容我们

已经知道这是可能的及其原因。我们讨论了接近性——以及互动、对

互动的预期和曝光效应——都能够增加喜爱的程度。我们还了解到，

在废除种族隔离的相关政策颁布之后，对种族的偏见大幅度地减少

了，这表明“态度追随行为”。

近来的一项元分析支持这一论点：一般来说，接触能够带来容

忍。在一项精心完成的分析研究中，琳达·特罗普和托马斯·佩蒂格

鲁（Pettigrew & Tropp，2005a， 2006， 2008）收集了515 项研究

的数据，这些研究是针对的是38个不同国家的250 555人。94%的研究

表明，增加接触能够预测偏见的减少。在多数群体对待少数群体的态

度上更是如此（Tropp & Pettigrew， 2005b）。

最新的研究也证实了接触和积极的态度之间的关系。比如南非黑

人和白人的种族间接触越多，他们对于其他种族的政治态度就会越赞

同（Dixon & others，2007）。即使替代性的间接接触也会减少偏

见，比如阅读故事或者通过朋友结识其他种族的朋友（Cameron &

Rutlan， 2006；Pettigrew & others， 2007；Turner & others，

2007a，2007b，2008）。这种间接接触的效应，也被称为“拓展性接

触效应”，可以促进同辈人之间更多积极态度的传播。

在美国，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种族隔离和歧视已经一并渐渐消

亡。这是不是因为种族间的接触改善了人们的态度呢？那些经历过

“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人是否受到了该制度的影响呢？

废除种族隔离制度是否改善了对少数种族的态度



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在学校里产生了明显的作用，比如这种制度促

进了更多的黑人走进大学并在学校取得成功（Stephan， 1988）。但

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在学校、社区、工作场所是否都产生了良好的社会

效果呢？这方面的证据目前还不太清楚。

一方面，二战结束后颁布了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在这期间和之后

不久进行的研究表明，白人对黑人的态度有了明显的改善。不论是百

货公司的职员、顾客、店主、政府工作人员、警察、邻居或者学生，

种族接触都使得歧视减少了（Amir，1969；Pettigrew， 1969）。比

如在二战即将结束的时候，美国的军方部分地解除了一些来复枪制造

公司中的种族隔离制度（Souffer & others， 1949）。当被问及对于

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看法时，在那些仍存在种族隔离的公司中，只有

11%的白人士兵表示支持这个法案；而在废除种族隔离的公司中，60%

的白人士兵支持该法案。

莫顿·多伊奇和玛丽·柯林斯（Deutsch & Collins， 1951）在

订单生产的自然实验中观察到了相同的结果。根据州法律，纽约废除

了种族居住方案，家庭分配的公寓并不再依照种族制度。而河对岸的

内瓦克也经历了同样的进程，白人和黑人最初分别住在不同的住宅

里。在废除种族隔离的地区，白人妇女更加支持不同民族的混居，并

且表示她们对黑人的看法也有了改善。被夸大的刻板印象在事实面前

消退了，就像其中一个妇女说的：“我真的变得喜欢这种制度了，我

发现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人。”

上述的这些研究结果使得美国最高法院在1954年做出了在学校废

除种族隔离制度的决定，并推动了20世纪60年代公民权利运动的发展

（Pettigrew， 1986，2004）。但是后来对学校废除种族隔离制度效

应的研究结果却没有那么令人振奋了。沃尔特·斯蒂芬（Stephan，

1986）在对所有此类研究进行回顾后，得出了“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对



于种族观念的改变几乎没有作用”的结论。对于黑人来说，废除学校

种族隔离最明显的结果是他们有了更多的机会能够进入联合大学（或

者主要是白人的大学），住在种族混合的居民区，以及在种族混合的

地方工作。

因此，废除种族隔离制度有时能够改善对少数民族的态度，而有

时则不能——尤其是当存在焦虑或知觉到的威胁时（Pettigrew，

2004）。这种不一致的情况激起了科学家的探索热情。如何解释这种

差异呢？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提到了各种各样的废除种族隔离的做

法。真正地废除种族隔离可以通过不同途径、在不同的情况下实行。

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何时能够改善种族态度

种族间接触频率会是一个因素吗？看起来的确如此。很多研究者

调查了数十所废除种族隔离的学校，观察了那些和他们一起吃饭、谈

话和游戏的特定种族的儿童。种族的不同影响了孩子之间的接触。白

人孩子更愿意和白人孩子玩，黑人孩子则和黑人孩子在一起

（Schofield， 1982， 1986）。在一项对达特茅斯大学学生的电子邮

件交流的研究中发现，黑人学生（尽管只占7%）把44%的邮件都发给了

其他的黑人学生（Sacerdote & Marmaros， 2005）。

在一个夏日（12 月30 日）的午后，约翰·狄克逊和凯文·多尔

汉姆（Dixon & Durrheim， 2003）对在南非一个废除种族隔离的海滩

上散步的白人、黑人和印第安人进行观察时，发现种族隔离的情况也

是很明显的（图29-1）。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街道、自助餐厅和饭店

也可能创造不出无种族界限的互动交流（Clack &others， 2005；

Dixon & others， 2005a， 2005b）。



图29-1

废除种族隔离并不意味着接触。在废除种族隔离之后，南非的斯科特堡海滩成为

“开放性的”，但黑人（图中的红色圆点）、白人（蓝色圆点）和印第安人（黄色

圆点）还是倾向于和他们自己种族的人们聚集在一起。资料来源：From Dixon &

Durrheim, 2003.

在一项对1 600多名欧洲学生态度的追踪研究中，研究者发现，随

着时间的推移，接触的确有助于减少偏见，但偏见也会减少接触

（Binder， 2009）。焦虑和偏见共同解释了为什么在跨种族环境中的

学生（当学生被配对为室友或者实验搭档）可能比同种族环境中的学



生更少有亲密的自我表露（Johnson & others，2009；Trail &

others， 2009）。

促进接触有时会奏效，有时则无济于事。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年轻

人在和北爱尔兰的学校在交换学习后解释道：“我希望有一天能成立

一些新教的学校。因为你知道……现在有些学校本应是混合性的，但

实际上很少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在一起，并不是我们不想，只是真的

觉得很尴尬”（Cairns & Hewstone， 2002）。种族之间缺少混合，

部分地源于“人众无知”：许多黑人和白人都说他们也想要更多的接

触，但是误以为对方没有对他们的感觉给予回应（Shelton &

Richeson， 2005；Vorauer， 2001， 2005）。

相对来讲，早期的那些对于商店店员、士兵和安居计划的邻里关

系的研究之所以得到理想的结果，是因为有大量的种族之间的接触，

使得那种由于最初的不同种族的接触产生的焦虑得到缓解。另一些研

究涉及长期的、个人之间的接触——在黑人和白人混居的监狱，以及

白人和黑人女孩一起参加的夏令营——得到了同样好的结果（Clore &

others， 1978；Foley， 1976；Holtman & others， 2005；Van

Laar & others， 2005）。那些曾经在德国或者英国留过学的美国学

生中，跟当地人接触的越多，对他们的印象也就越好（Stangor &

others， 1996）。在一些实验中，那些和其他群体的人建立了友谊的

人，往往容易对这些群体产生积极的态度（Pettigrew & Tropp，

2000；Wright & others，1997）。并不仅仅是由于对他人的了解，还

有情感纽带形成了亲密的友谊并降低了焦虑（Pettigrew & Tropp，

2000， 2008；Shook & Fazio， 2008）。

外群体之间的友好互动可以降低焦虑水平，这是一种生理反应：

在跨种族背景下，应激激素的反应性降低是可以测量的（Page-Gould

& others， 2008）。



一项针对4 000欧洲人的调查显示，友谊关系是成功接触的关键：

如果你有一个少数群体的朋友，那么你就更有可能对这一群体表示同

情和支持，甚至会更为支持他们移民到你的国家。无论是西德人对土

耳其人的态度，还是法国人对亚洲人和北非人，或者是荷兰人对苏里

南人以及土耳其人，英国人对西印度人和亚洲人的态度都是如此

（Brown & others， 1999；Hamberger & Hewstone，1997；Paolini

& others， 2004；Pettigrew， 1997）。同样，对同性恋的厌恶情绪

也会由于自己有一个同性恋的朋友而减少（Herek， 1993；Hodson &

others， 2009；Vonofakou & others， 2007）。美国的一项调查显

示，在拥有一个同性恋家人或好友的群体中，支持同性恋结婚的比例

达到了55%，而在没有同性恋家人或朋友的群体中，只有25%的人表示

支持（Neidorf & Morlin， 2007）。

那些支持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社会心理学家，也并不认为所有类

型的接触都能够改善对待少数民族的态度。他们认为，如果接触是竞

争性的，或没有权威机构支持，或是不平等的，那么结果必然是恶化

的（Pettigrew， 1988；Stephan，1987）。在1954 年以前，很多持

偏见的白人经常和一些黑人接触——比如擦皮鞋匠和家庭仆人等。但

这种不平等的接触只能让那些白人继续认为白人和黑人之间的不平等

地位是合理的。因此，接触必须是双方地位平等的接触（equal-

status contact）才有效，比如在商店店员、士兵、邻居、囚犯或者

夏令营参与者之间。

合作

尽管地位平等的接触是有益的，但有时这还不够。谢里夫在他的

夏令营实验中阻止了“老鹰”和“响尾蛇”之间的竞争，让这两个群

体进行一些非竞争的活动，比如看电影、放焰火和吃饭等，但是这些

行动却并没有带来效果。因为他们彼此之间的敌意非常强烈，简单的



接触只会给他们提供一个互相嘲弄和攻击的机会而已。当“老鹰”队

中的一个成员被一个“响尾蛇”队员弄伤后，他的伙伴会鼓动他去雪

耻。显然，在这两个群体之间消除隔离基本无法促进他们的社会融

合。

既然有如此根深蒂固的敌意，那么该怎么做才能达成和解呢？回

想一下那些成功的和不成功的废除种族隔离的努力。军队中的来复枪

公司把不同种族的人混合在一起，不仅使白人和黑人有了平等接触的

机会，而且使他们变得彼此依赖。他们在一起为了共同的目标，打败

共同的敌人。

这是否表明了预测废除种族隔离有效性的第二个因素？是否竞争

性的接触只能分化他们的关系，而只有合作性的接触才能使他们团

结？所有层面上的冲突，不论是夫妻间、竞争团队间还是国家间，共

同的威胁和目标能产生团结。

共同的外部威胁

你是否曾经和别人一起被困在暴风雪中？是否曾经和同学一起被

老师批评过？是否由于你的社会地位、种族以及宗教信仰而与他人一

起被迫害或嘲笑呢？如果是，那么你就可以清楚地回忆起对那些跟你

一起面对困境的人的亲切感。当你们互相帮助一起扫雪开辟道路或者

一起对付共同的敌人时，你们之间的社会性障碍就有可能消除。

这种友善的行为经常在人们共同面对危机的时候出现。约翰·兰

则塔（Lanzetta， 1995）曾经做过一个实验来证明，共同的危机对人

们彼此态度的改变的作用。他让四人一组的海军军官后备学校的学生

完成一个问题解决的任务，然后用广播告之其中一些组，他们的答案

是错误的，并且他们答题的效率非常低，他们的想法都非常愚蠢。其

他的组则没有受到这样的惩罚。兰则塔发现：那些受到批评的组员们



彼此变得更加友好、更合作，以及出现更少的争吵和竞争。他们团结

在一起，在精神上有了凝聚力。

在谢里夫的夏令营实验中，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可以统一那些彼

此怀着竞争的男孩们。其他很多类似的实验也都证明了这一点

（Dion， 1979）。当使一个人想起他不属于某个群体（如别的学校）

时，会增强他对于自己群体的责任感（Wilder & Shapiro，1984）。

当我们明确意识到“他们”是谁时，我们同时也明确了“我们”是

谁。

在战争时期面对一个明确的外部威胁时，我们的群体归属感高

涨。公民组织的会员数快速增长（Putman， 2000）。公民们团结在他

们的领导人周围并支持他们的军队。“9·11” 灾难之后，当人们面

临着进一步的恐怖袭击威胁时，这种情况尤为明显。《纽约时报》报

道，在纽约城，“由来已久的种族对抗已经缓和”，至少是在一段时

间内（Sengupta， 2001）。“在‘9·11’ 恐怖事件发生以前只以为

自己是一个黑人”， 18 岁的路易斯·约翰逊说道，“现在我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更加觉得自己是一个美国人。”这是“9·11” 之后人们

思想变化的一个例证。另一个例子就是美国纽约市长朱利亚尼在

“9·11” 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使用的“我们”这个词比以前多了一倍

（Liehr & others， 2004；Pennebaker & Lay， 2002）。

乔治·布什的政绩支持率也反映了这种外部威胁带来的内部团

结。就在“9·11” 之前，他的民众支持率只有51%。而“9·11” 之

后，他的支持率则高达90%。在公众看来，这个得到90% 的民众支持的

平庸总统已经成为了人们心中尊贵的总统和领袖，领导着我们同“那

些憎恨我们的人”战斗。在那之后，他的支持率逐渐下降，但是在伊

拉克战争之前他的支持率再度攀升。当弗洛雷塔·科恩和她的同事

（Cohen & others， 2005）在让美国学生回忆“9·11” 事件时（而



不是想到即将到来的考试），这些学生更可能会同意这种说法——

“我赞同美国总统布什和他的官员们在伊拉克进行的勇敢的军事行

动。”

同时发生的外部威胁也会导致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团结。发生在以

色列的自杀性爆炸事件使分散的犹太人集结在总理沙龙和他的政府旗

下，而当以色列的防御力量杀死了几名巴勒斯坦人并破坏了他们的财

产时，穆斯林的各个派别都把他们的仇恨指向了沙龙。在美国攻打伊

拉克之后，皮尤研究中心（Pew， 2003）对印尼和约旦的穆斯林进行

民意调查，发现他们的反美情绪高涨。2002 年有53%的约旦人表示他

们对美国人持有积极的看法，然而在战后急剧下降到18%。“在战前，

如果我说本·拉登真的对“9·11”事件负有直接责任，我们不会为此

事感到自豪，”叙利亚一个研究伊斯兰法律的21岁学生说道，“但如

果他现在这么做，我们会为他骄傲”（Rubin， 2003）。

如果我们共同面对一个敌人，我们的世界会同样地团结起来吗？

1987年9月21日，里根总统说道：“当我们着魔于对抗时，我们常常忘

记了所有人类成员应该团结在一起，也许我们需要一些外部的、全球

性的威胁来让我们意识到人类的普遍联系”。20年后，阿尔·戈尔

（Gore， 2007）同意这个观点，在全球气候变暖的阴霾下，“我们所

有人现在都面临着一个全球性的威胁。尽管它不是来自这个世界之

外，但它也是全人类共同的威胁。”

超级目标

与面对一个共同的外部危机时形成的凝聚力量紧密相连的另一个

凝聚力量是超级目标（superordinate goals）。它是能够将群体的所

有成员团结起来、共同合作来完成的目标。谢里夫为了促成彼此竞争

的露营者的和解，曾使用过这样的目标。一次，他让夏令营的供水出

现了问题，使得营员们必须通过合作来修复水管。另一次，他提供了



一个可以租借影碟的机会，但是所需的费用必须动用两个团队的共同

资金，这时他发现合作又一次发生了。还有一次，他们在行进途中有

一辆卡车“抛锚”，实验人员在路边有意留下了一根拔河用的绳，于

是其中一个男孩就提议大家用绳子把客车拉到启动。当卡车启动后，

所有的成员互相击掌庆祝。

经过这样几次共同完成超级目标的活动后，男孩子们开始在一起

吃饭，一起坐在篝火旁聊天了。友谊在两个团队之间蔓延开来。敌意

直线下降。在最后一天，男孩们决定一起坐巴士回家，在路上他们不

再按照团队分开乘坐。当巴士到达他们的家，即俄克拉荷马州时，他

们情不自禁地唱起俄克拉荷马州的州歌，彼此在祝福中道别。就这

样，谢里夫用隔离和竞争制造了陌生人之间的敌意，又用超级目标把

这些敌人变成了朋友。

谢里夫的实验仅仅是小孩子的游戏吗？或者说对于成人来说，把

彼此冲突的人们叫到一起完成一个超级目标也会取得类似的结果吗？

罗伯特·布莱克和简·穆顿（Blake & Mouton，1979）想知道这些问

题的答案。在一系列为期两周的实验中，共有150 个不同的团体，1

000 个经理人，他们重现了“响尾蛇”和“老鹰”之间竞争情境的基

本特征。一开始每个组各自活动，之后组与组之间互相竞争；最后让

不同的组在一个超级目标之下合作。他们的结果明确显示，成年人和

谢里夫实验中那些年轻被试是一致的。

塞缪尔·盖特纳、约翰·多维迪奥和他们的合作者（Gaertner &

Dovidio，2005）拓展了这些结果，他们发现在一起工作尤其对分解小

群体，建立一个新的、更具包容性的群体很有用。当两个团队选择围

着圆桌坐下来（而不是对立地坐着），给他们的新团队起一个名字，

然后在一个良好的氛围下一起工作时，他们原先对彼此的那种带有偏



见的不良感觉就会减少。“我们”和“他们”合在一起就可以成为

“咱们”。

合作学习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到在学校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带来的有限

的社会利益（尤其是没有友谊带来的情感纽带或平等的关系相伴

时）。我们也看到了在两个敌对的群体之间进行成功的、合作性的接

触所带来的戏剧性的社会利益。这两方面的研究结果结合起来，是不

是能够让我们对传统的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实践提供更好的选择呢？

一些独立的研究团队认为是可以的。每个研究团队都希望知道，我们

能否在不影响学业成绩的情况下，通过把那些激烈竞争的学习环境变

成一种合作的环境，从而改善种族之间对彼此的态度呢？在各种各样

的方式中，几乎每一个都涉及让学生参加一个学习小组，有时会要求

他们和其他组来竞争。这些研究的结果是令人吃惊和振奋的。

一项由阿伦森（Aronson & Gonzalez，1988，2004）领导的研究

小组使用“拼图”的方法进行了类似的小组合作的研究。在得克萨斯

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小学中，研究者根据学生的种族和学习成绩把他

们分成六人小组。这样一来，一个科目就可以变成六个部分，而每个

小组成员将成为他自己那一部分专家。在关于智利的一个单元中，其

中一个学生可能是关于“智利历史”的专家，而另一个则是智利的地

理专家，还有精通智利文化的专家等。一开始，这些所谓的“历史专

家”“地理专家”们分别聚在一起研究他们的学习材料。然后他们回

到自己原来的小组把所学的知识教给同学。也就是说，每个小组成员

都有了一块“拼图”。沉默寡言的学生也可以向那些平时很自信的学

生讲述他们的意见，他们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对于同伴的重要性。

就合作学习而言，学生学习到的不只是知识，还学习到其他的东

西。同时，种族间的友谊也在迅速发展。少数种族学生的考试成绩有



了提高（也许因为现在的学业成绩是同伴间互相支持的）。在实验结

束之后，许多老师仍然继续采用合作学习的方式（D. W. Johnson &

others， 1981；Slavin， 1990）。“很显然，”种族关系专家约翰

· 麦科纳希（McConahay， 1981）写道，“在那些废除种族隔离的学

校中，合作学习是目前为止最为有效的改善种族关系的实践方法。”

因此，无论是对露营的男孩们，还是工厂的经理人、大学生们或

者中小学校的孩子们，合作与地位平等的接触都能够产生积极的影

响。那么，这个规律是不是对于所有的人际关系都适用呢？通过把全

家召集到一起参加农园劳动，或修理旧屋，或驾驶帆船能够促进家庭

的团结吗？社区中的人对于社区的认同会因为一起饲养家禽，或者合

唱，或者一同踢足球而得到增强吗？国家之间的理解会因为在科技和

空间技术上的合作，或者对地球的自然资源的共同管理，或者通过不

同国家之间个体的接触而得到改善吗？很多迹象表明，这些问题的答

案是肯定的（Brewer & Miller， 1988；Desforges & others，

1991， 1997；Deutsch， 1985，1994）。因此，对于我们目前这个四

分五裂的世界来说，一个很重要的挑战就是怎样建立起一个超级目

标，并建立合作的关系来实现它。

沟通

群体间的冲突还有其他方法可以解决。当夫妻之间、劳资双方或

者两个国家之间发生不同的意见时，他们可以谈判（bargain）；可以

请第三方通过提议或促进协商来调解（mediate）；或者将双方的分歧

交由第三方进行研究并仲裁（arbitration）。

谈判

如果你想要买或者卖一辆新车，你是选择进行一场激烈的讨价还

价——开一个极端的价格然后寻求妥协比较好呢？还是一开始就出一



个善意的价格？

实验没有给我们简单的答案。一方面，那些出价高的人卖得也

高。激烈的讨价还价可以降低对方对你的期望，从而使他们愿意降价

（Yukl， 1974）。但有时也会被反咬一口。如果冲突一直持续，那么

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大小不变的蛋糕，而是一个缩水的蛋糕。协商有

时并不能够实现双方共同的利益，大约有20%的协商最后以“双输”告

终，双方利益都受损（Thompson & Hrebec， 1996 ）。

而迟来的协议也代价不菲。当一个罢工长期持续时，劳资双方都

遭受损失。激烈的讨价还价还可能失去达到真正一致的机会。如果其

中一方坚持与另一方同样极端的条件，那么双方可能都会因为面子上

下不来而僵持。在1991年海湾战争的前一星期，布什总统在公众场合

威胁说要“踢萨达姆的屁股”。萨达姆·侯赛因毫不示弱地表示要让

异端的美国人“在自己的血海中游泳”。在这样好战的宣言之后，双

方都很难既挽回面子又避免战争的发生了。如果双方都给对方留一点

面子，也许协商能够避免战争。

调解

第三方调解人可以提供一些建议，使得冲突的双方可以在做出让

步的同时，仍挽回面子（Pruitt， 1998）。如果我的让步是对调解人

的，并且他同时也从我的对手那里取得了让步，那么我们都不会把这

种让步看做是对对手要求的满足。

把“非赢即输”变成“双赢”

调解人也可以通过促进双方建设性的沟通来解决冲突。他们首先

要做的是让双方重新思考这个冲突，并知道对方的利益所在

（Thompson， 1998）。通常，冲突双方都有一个“非赢即输”的想

法：如果对方对结果感到失望，那么他们就成功了；如果对方对结果



满意，他们则失败了（Thompson & others， 1995）。调解人要通过

让他们暂时放下冲突中的自身需求，而换位思考对方的需要、利益和

目标，从而把这种“非赢即输”的想法变成“双赢”的取向。利·汤

普森（Thompson，1990a，b）在实验中发现，有经验的协商者更能够

作出折衷的让双方都有利的决定，从而达成双赢的解决方案。

一个关于“双赢”的经典故事，来自争桔子的两姐妹（Follett，

1940）。最终她们的决定是把桔子平分成两半，其中一个女孩把她的

一半榨成橙汁，另一个女孩用她那一半的桔子皮来做蛋糕。迪安·普

鲁伊特和他的同事在纽约州立大学的一个实验中，鼓励被试对这个故

事找出更好的整合性协议（integrative agreements）（Johnson &

Johnson， 2003；Pruitt & Lewis， 1975， 1977）。如果这两个女

孩都解释了自己为什么想要桔子，那么她们很可能同意分享桔子，其

中一个得到全部的橙汁，而另一个得到全部的桔子皮，这是整合性协

议的一个例子。相对那种要让双方牺牲掉一些东西的妥协来说，整合

性协议更具有持久性。因为她们是互相满足的，因此也可以带来持续

的伙伴关系（Pruitt， 1986）。

用克制的沟通来消除误会

沟通可以减少自我实现预言的误解。回忆一下，也许你也能想起

和这个大学生类似的经历：

通常，在很长一段时间没怎么和玛莎沟通之后，我就会觉得她这

种沉默是一种信号，说明她不喜欢我。而她也认为我的寡言是对她厌

恶的表现。我的沉默导致了她的沉默，而这又使得我更加沉默……这

种滚雪球效应直到一次我们必须交流的意外事件的发生才得以打破。

而我们通过沟通后，消融了彼此之间所有的误解。



像上面这种冲突的结果，往往取决于人们怎样彼此交流他们的感

受。罗杰·克努森及其同事（Knudson & others， 1980）邀请已婚夫

妇到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心理学实验室，通过角色扮演重新体验他们过

去的冲突。在他们的谈话（往往产生和先前的真实矛盾同样激烈的情

绪）之前、中间和之后，都仔细地观察和询问了他们的情况。那些回

避问题的夫妇——或者不能够澄清他们的处境或者未能认清其配偶的

处境——让他们自己有一种比以前更和谐的错觉。他们会觉得彼此现

在能够在更多的事情上达成一致，而事实上只是更少的一致。而那些

主动面对问题的夫妇——能够认清他们的处境并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

问题——得到了更多真正的一致，并且对彼此的想法有了更确切的了

解。这个结果可以解释，为什么直接、开诚布公地交流想法的夫妇通

常拥有幸福美满的婚姻（Grush & Glidden， 1987）。

冲突研究者认为信任是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Noor & others，

2008；Ross & Ward， 1995）。如果你相信对方是善意的，你就会更

容易流露你的需要和想法。没有这样的信任，你可能就会担心你的坦

诚给了对手反对你的信息。即使是简单的动作也能增进信任。在实验

中，主试要求谈判者去模仿其他人的特殊习惯，就像关系亲密的人平

时经常做的一样，这样能获得更多的信任，更能发现共同的利益，互

相满足需求（Maddux & others， 2008）。

当双方互相不信任并且进行无效的沟通时，第三方的调解者——

婚姻顾问、劳资调解员、外交官——有时候是有帮助的。通常调解者

是冲突双方都信任的人。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在20 世纪80 年代充当

了伊朗和伊拉克的调解人，而罗马教皇则化解了阿根廷和智利在领土

上的纷争（Carnevale & Choi， 2000）。

在说服冲突双方重新思考他们所认为的“非赢即输”的冲突之

后，调解人让双方都确认自己的目标，并按重要性给目标排序。如果



目标是相容的，那么排序的过程就可以让双方在一些不太重要的目标

上让步，以实现最主要的目标（Erickson & others， 1974；Schulz

& Pruitt， 1978）。南非的黑人和白人认可对方的最高利益——以多

数决定原则代替种族隔离，同时保护白人的安全、财产和权利，通过

这种方式南非获得了内部的和平（Kelman， 1998）。

一旦劳资双方彼此相信，管理者提高生产效率和利润的目的与劳

动者希望得到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条件是一致，他们就可以共同

寻求双赢的解决方案了。

当两个冲突的群体聚在一起开始直接对话时，不能天真地认为光

靠眼球对着眼球，冲突就会自动解决。在一个具有威胁性的、剑拔弩

张的冲突中，高亢的情绪经常阻碍人们站在对方的立场看问题。虽然

幸福和感激能增进信任，但是生气也会减少信任（ Dunn &

Schweitzer， 2005）。在最需要沟通的时候，沟通往往变得最困难

（Tetlock， 1985）。

这时调解人需要建立一种情境，帮助双方去理解对方，并感到被

对方理解。调解人可以让冲突中的双方把争议只限于对事实的描述，

包括陈述如果对方怎么做他们就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会做出何种反

应。比如：“我喜欢开着音乐，但如果你开得过大，我会觉得注意力

难以集中，那就会使我感到很暴躁。”另外，调解人也可以让人们角

色互换，去讨论对方的处境或者想象和解释对方所体验的经历。[实验

证明，引发同理心能够减少刻板印象，增加合作性（Batson &

Moran，1999；Galinsky & Muskowitz， 2000）。]或者调解人可以让

双方在描述自己感受之前描述对方的处境：“你在学习的时候，我开

音响的确会打扰你。”

中立的第三方还可以提出双方都能接受的建议，而这些建议如果

由冲突的任何一方提出均会被驳回（“相对贬值”）。康斯坦丝·斯



蒂林格和她的同事（Stillinger & others， 1991）发现，当解除核

武器的建议由苏联提出时，美国人表示不同意，但当这个建议由中立

的第三方提出时就变得可接受多了。类似地，人们对于对手提出的让

步总是嗤之以鼻（“他们肯定不在乎这一点儿”）；而当这种让步由

第三方提出时，他们就不会觉着这是一种虚假姿态了。

这些调停的原则，有的基于实验研究，有的基于实践经验，它们

对国际和商业上的冲突的调解起到了很大的作用（Blake & Mouton，

1962， 1979；Fisher，1994；Wehr， 1979）。社会心理学家赫伯特

·凯尔曼（Kelman， 1997， 2007，2008）带领一个由阿拉伯人和美

国犹太人组成的小团队，曾举办了许多工作坊，使阿拉伯和以色列的

名流坐到了一起。另一个社会心理学家组成的团队是由斯托布和皮尔

曼（Staub & Pearlman， 2005a， 2005b， 2009）领导的，他们在

1999—2003 年在卢旺达工作，他们训练了一些记者，理解并准确地报

道出卢旺达的创伤，以便能够治愈创伤，达成和解。为了消除误解，

凯尔曼和他的同事运用了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些方法，让参与者主动去

寻求对双方都有利的解决办法。参与者在单独的情况下可以自由地和

他们的对手直接交谈，不必担心他们的委托人猜测他们在说什么。结

果如何呢？来自双方的人都开始渐渐了解对方的观点，以及他们的行

动会使对方有什么样的反应。

仲裁

有些冲突是很难解决的，双方的潜在利益有很大分歧，以至于无

法达成双方都满意的解决方案。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塞尔维亚人与穆

斯林之间不能对同一块土地拥有主权。在一次关于孩子的监护权的离

婚争论中，父母双方不可能同时拥有孩子的监护权。在这种情况下，

包括其他很多情况（比如是否由房客来付房屋修理费、运动员的工

资、国家领土争端等），在解决这些冲突时，第三方调解者可能发挥

作用，也可能起不到作用。



如果调解解决不了，冲突双方应该采用仲裁，由调解人或者其他

的第三方组织强制解决。争论的双方通常并不喜欢用仲裁来解决他们

之间的矛盾，他们担心会对结果失去控制。尼尔·麦吉利卡迪等人

（McGillicuddy & others， 1987）在一个实验中观察到了这种倾

向。实验中，争论者来到一个矛盾解决中心。当他们意识到如果调解

失败，他们将面临仲裁时，他们会竭尽全力去解决问题，表现出更少

的敌意，也更容易达成协议。

在矛盾非常明显、难以妥协的事件中，意识到将面临仲裁时，冲

突的双方会固守他们的立场，并希望在仲裁人选择一个折衷方案时，

自己能从中获益。为了消除这种倾向，在一些比如涉及棒球运动员个

人工资的争论中，采用“最后提议仲裁”的方法，也就是第三方在最

后的两个方案中选择一个。最后提议仲裁能够促使矛盾双方做出比较

合理的建议。

但是通常情况下，如果双方不能够摆脱自私的偏见，从对方的角

度来看他们的建议，那么最后提议仲裁就不是所想的那么合理了。协

商的研究者们报告说，大多数的争议者最后被“乐观的过分自信”所

羁绊，变得非常固执（Kahneman & Tversky， 1995）。通常是双方都

深信，他们有赢得最后提议仲裁的三分之二的好运气，结果导致调解

的失败（Bazerman， 1986， 1990）。

和解

有时冲突双方的紧张和怀疑程度如此之高，不要说解决问题，就

是沟通都是不可能的。每一方都会威胁、逼迫或者报复对手。更不幸

的是，这种行为是相互的，使得冲突愈演愈烈。因此，是否可以通过

一方的无条件合作来安抚对方，以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呢？事实上



通常是不行的。在实验室的游戏中，那些百分之百合作的人最后往往

会被倾轧。明智地说，单方面的妥协通常是行不通的。

社会心理学家查尔斯·奥斯古德（Osgood， 1962， 1980）提出

了第三种方案，即和解，直到足可以消除倾轧。奥斯古德把它叫做

“逐步（graduat）、互惠（reciprocat）、主动（initiative）地减

少紧张（tension reduction）”。他称之为“GRIT”，标明它所需要

的决心。GRIT 致力于通过冲突的逐步降级，以此来扭转冲突的“螺旋

上升”。它引进了社会心理学的概念来构建理论，比如互惠规范、动

机归因等。

GRIT 要求一方在宣布希望调和的意愿之后，做出一些小的意在降

低冲突的行为。发起调和的一方，在实行每一个表示调和的行为之前

都声明这种希望减少紧张的主张，并邀请对手进行回报。这种声明可

以建立一种框架，使对手能正确理解其意图，而不是当作示弱或欺

诈。并且这种声明也给对手造成了舆论上的压力，使他们必须遵循互

惠规范。

接下来，发起者必须如声明中所说的做出一些可以证实的和解行

动，以建立信任与真诚。这可以对回报行为施加压力。调和行动可以

是各种各样的，比如提供一些医药信息，关闭一个军事基地，取消贸

易禁令等，但是不要让发起者在任何一个领域做出非常大的牺牲，并

且要让对手能够自由地选择他们做出回报的方式。如果对手出于自愿

进行回报，那么它自身的和解行为会缓和其对立的态度。

GRIT 是和解性的，但不是强制的，没有灵活调节的余地。这一策

略是可以通过“保留反击的能力”来确保双方各自的利益。最初的一

些调和行为可能要使双方承担一定的风险，但是并不会危及各自的安

全；相反，这是让双方从剑拔弩张的台阶上面下来的一个方法。比

如，若其中一方采取了暴力行动，而对方却报以友善，并申明他们不



会容忍任何倾轧。而如果这时对手也提供了相当的或者稍超出的回报

行为，那么，这种回报就不是一种会导致冲突升级的过激行为了。莫

顿·多伊奇（Deutsch， 1993）在建议协商时对GRIT 作出了概括，可

以说抓住了精髓：“‘坚定、公平、友善’。坚定就是反对胁迫、倾

轧和肮脏的手段；公平就是坚持自己的道德准则，无论对手怎样挑

衅，决不回敬对方不道德的行为；友善则是指人们愿意发起和回报合

作行为。”

GRIT 真的有用吗？在俄亥俄大学进行的一系列实验中，斯文·林

德斯格尔德和他的助手们（Lindskold & others， 1976~1988）发现

了支持GRIT策略的强有力的证据。在实验室的游戏中，声明合作的愿

望的确大大地促进了合作。重复的和解行为可以培养更大的信任感

（Klapwijk & Van Lange， 2009）。保持一种力量上的平衡，可以避

免相互利用。

类似GRIT 的策略在实验室之外也不时得到运用，并取得了不错的

结果。在众多的例子中，最著名的要数所谓的肯尼迪实验（Etzioni，

1967）。1963 年6月10 日，肯尼迪总统发表了一个重大的演说——

《实现和平的策略》。他说：“我们的问题都是人为造成的……并且

可以由人来解决，”然后他声明了他的第一个和解行动：美国停止所

有的大气核试验，除非其他国家进行试验否则将不会再继续。在苏

联，肯尼迪的演讲被全文发表。五天之后，苏联总书记赫鲁晓夫做出

回应，声明他已经停止生产战略导弹。不久，进一步的回报行为出现

了：美国同意卖小麦给苏联，而苏联则同意在两国之间开通“热

线”，两国很快还签署了“停止核试验”协议。在一段时期内，这些

和解行动使得两国的关系变得趋于缓和。

和解行动能够减少个人之间的紧张情绪吗？有很多理由可以认为

它会。当两个人的关系受阻，沟通难以进行下去的时候，通常一个小



小的和解姿态——一个温和的回答，一个善意的微笑，一个轻柔的触

摸——可以使双方从紧张的台阶上下来，使得接触、合作以及沟通重

新变得可能。

模块30 人们何时会做出助人行为

1964年3月13日凌晨3点，纽约，酒吧经理基蒂·吉诺维斯在即将

到达寓所时，遭到持刀暴徒的侵犯，她惊恐地尖叫并恳求帮助——

“我的天啊！他刺伤了我！来人哪！请帮帮我！请帮帮我！”——声

音回荡在宁静的夜中，显得分外刺耳，吵醒了部分邻居（据《纽约时

报》报道是38人），很多人走到窗户边观望了片刻，目睹歹徒去而复

返。直到有人打电话报警，歹徒才最终离开，但基诺维斯却很快死去

了。之后的调查发现，有38人目睹了这场暴行却无动于衷（Manning &

others， 2007）。这一事故激发了人们对旁观者效应的研究，这一效

应也在其他的事件中有所体现。

埃莉诺·布拉德利在购物时被绊倒并摔伤了腿。她头晕目眩且疼

痛难忍，于是她呼救，足足40分钟，购物的人流只是从她旁边走过却

没有人管她。最后，一名出租车司机带她去看了医生（Darley &

Latan， 1968）。或许我们会变成像埃弗雷特·桑德森那样的英雄？

当纽约的地铁列车进站的隆隆声越来越近时，埃弗雷特·桑德森却跳

下路轨，奔向迎面而来的列车去救一名从站台上掉下去的4岁女孩，她

的名字叫米歇儿。还差3秒钟列车就要碾过女孩之时，桑德森把米歇儿

抛向了站台上拥挤的人群。列车呼啸而至，而桑德森却没能靠自己的

力量跳上站台。在最后紧急关头，一名旁观者把他拉向了安全的地方

（Young, 1977）。



再看一看耶路撒冷的“正义之园”，它位于一个山坡上，由成百

上千棵树环绕而成，每棵树下都有纪念碑，上面刻着一些欧洲基督教

徒的名字，这些人曾经在纳粹大屠杀时期给犹太人提供过庇护。这些

“正义的异教徒”（在当时的耶路撒冷，把信奉非犹太教的人称为异

教徒——译者注）知道，如果被纳粹政府发现，他们将与犹太人一样

承受被处死的命运，但仍有很多基督教徒庇护了犹太人，还有不计其

数的庇护者没有留下姓名（Hellman， 1980；Wiesel， 1985）。

简·海宁是在战争中牺牲的英雄，她是一名苏格兰教会的传教

士，看管着一个拥有将近400名犹太女孩的教会。在战争前夕，教会担

心她的安全，所以安排她回家。但是她拒绝了，她说：“如果这些孩

子在阳光明媚的日子尚且需要我的照顾，那么在如此糟糕黑暗的时

刻，她们该有多么需要我的陪伴呢？”（Barnes，2008；Brown，

2008）。实际上，她还剪碎了自己的皮革包具来为女孩们修补破损的

鞋底。在1944年4月，海宁指责一个厨师偷吃原本为教会的女孩们准备

的食物 。这个厨师是一名纳粹党成员，他将海宁告发到纳粹秘密警察

那里。后来秘密警察逮捕了她，指控她为犹太人工作，并且为女孩们

被迫穿黄色星章的衣服而流泪。几周之后，她被送去了奥斯威辛，同

上百万犹太人的命运一样，在这个地方惨遭屠杀。

“9·11”事件之后的日子里，这一罪恶袭击引发了不计其数的善

行。血库挤满了人，食品站挤满了人，衣物站也挤满了人。其中很多

行为都是自我牺牲的利他行为。当世贸中心的北楼遭到撞击后，埃德

·埃默里护送5名在南楼90层的“Fiduciary Trust”公司的同事下到

12层，让他们进了一趟已经挤得满满的快速电梯，他自己又回到97

层，希望再带着6位正在备份电脑资料的同事撤退。就在这一刹那，他

们这座楼被击中了，他失去了自己的生命。



后来，他的同事爱德华·麦克纳利也一直在思考，为什么自己在

生命的最后一刻，还能够帮助所爱的人？就在大楼开始坍塌的时候，

麦克纳利打电话给妻子丽兹，讲述了人寿保险的条款和赔付。“他说

我对他来说就意味着整个世界，他爱我。”麦克纳利太太后来回忆

说，他们似乎已经做了最后的告别（《纽约时报》，2002）。一会

儿，她的电话再一次响起。还是她的丈夫打来的，他说，他已经为他

们预定了到罗马庆祝她40岁生日的机票。“可是丽兹，你得取消它

了。”

一般的利他行为更是不胜枚举，诸如安慰、照料和同情等，人们

通常不求任何回报地为别人指路、捐款、献血、做义工。人们为什

么，何时会做出助人行为？怎样才能减少冷漠而增加帮助行为？

利他主义（Altruism）是自私自利的反义词。一个利他的人，即

使在无利可图或不期待任何回报的情况下，也会关心和帮助别人。耶

稣关于善良的撒玛利亚人的寓言为此提供了经典的诠释：

一名男子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途中落入强盗之手，强盗抢光了

他的财物，并将他打得半死不活，然后跑掉了。这时，恰好有一名传

教士经过此地。传教士看到了受伤的男子，便从路的另一边走过去

了。之后又来了一个利未人，他同样看见了受伤的男子，也从路的另

一边走过去了。但是撒玛利亚人却不同，他途经这里，看见受伤的男

子，就动了恻隐之心。他走到受伤人的身边为他包扎伤口，还在伤口

上搽上油和酒。然后，他把受伤的人放到自己的马背上，带他到一家

小旅馆并照料他。第二天，他掏出一些钱给老板，说：“好好照顾

他，等我回来，钱不够，我会补给你。”（圣经·路加福音10章30~35

节）

这个撒玛利亚人的行为诠释了利他主义。他完全为同情心所驱

动，为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奉献了时间、精力和金钱，既没有期待任何



回报，也没有期待任何感激。

人们为什么会做出帮助行为

利他主义的动机是什么？有一种解释称为社会交换理论（social-

exchange theory），它是指我们在分析了成本—收益以后才做出帮助

行为。作为利益交换的一部分，帮助他人的最后目的是最大化自己的

回报和最小化自己的代价。在献血时，我们会权衡代价（献血带来的

不方便和不舒适）与献血的利益（社会的赞赏和帮助别人产生的愉快

感觉）。如果预期的回报超出了代价，我们便可能帮助别人。

你可能会反对这种解释：社会交换理论把无私性从利他主义中剔

除了。该理论似乎暗示助人行为从来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利他主义；

当回报不明显时，我们单纯地将其称作“利他的”。如果人们帮助别

人只是为了减少内疚感和得到社会赞许，我们就很难认为他们是做了

一件好事。只有当我们不能用别的动机来解释他们的利他行为时，我

们才表扬人们的利他主义。

然而，从婴儿时代开始，人们会自然而然地表现出同理心。如果

看到别人受苦，我们也会觉得压抑；如果看到他们的苦难结束，我们

心里会好受些。慈爱的父母（不像虐儿者和其他残忍的人）看到他们

的孩子遭受痛苦时，他们也会痛苦；而且以孩子的快乐为快乐

（Miller & Eisenberg， 1988）。虽然有一些助人行为实际上赢得了

回报或者减轻了负罪感，但实验证明，其他的助人行为仅仅是以简单

的增强他人利益为目的，这就产生了作为副产品的满足感（Batson，

1991）。在这些实验中，同理心常常导致助人行为。当帮助者相信他

人确实会从所需的帮助中受益时，他们就会帮助；而不在乎受助者是

否知道是谁帮助了他们。



社会规范也能激发助人行为。它们描述了我们应该如何行事。一

种普遍的道德准则就是互惠规范（reciprocity norm）：对于那些曾

帮助过我们的人，我们应当施以帮助，而不是伤害。所以我们期望那

些接受了帮助（礼物、邀请、协助）的人日后能给予回报，这种互惠

规范也会考虑到有些人无法做互惠的给予和回报，所以我们也能感觉

到社会责任规范（social-responsibility norm）——我们应该帮助

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而不考虑未来的回报。当我们为一个手拄拐

杖的人捡起掉到地上的书时，我们不期望任何回报。

这些关于助人行为的建议性理由具有生物学意义。家长对子女和

其他亲戚的同理心促使他们共享的基因得以延续。同样地，进化心理

学家也认为，小群体中的互惠利他主义提高了每一个群体成员的生存

机会。

人们何时会做出帮助行为

旁观者为什么都如此无动于衷？社会心理学家对此感到好奇并加

以重视。因此，他们设计实验来考察人们什么时候才会在危难之中伸

出援助之手。他们还进一步考察，哪些人最有可能在非紧急情况下帮

助别人，如捐钱、献血以及提供时间等？

在他们的答案中，研究者发现以下人群通常会更愿意做出帮助行

为：

● 有负罪感，所以会提供一种方式来减轻负罪感或修复自我形

象；

● 好心情；

● 有虔诚的宗教信仰（以高频率的捐赠和志愿精神为证据）。



社会心理学家也研究了增加助人行为的情境，我们帮助他人的几

率在以下情境中会增加：

● 我们刚刚目睹了一场榜样式的助人行为；

● 我们不是匆忙的赶路者；

● 受害者看上去需要并值得帮助；

● 受害者与我们自己很相似；

● 我们生活在小城市或乡村；

● 有很少的其他旁观者。

旁观者的数量

旁观者在紧急情况下的冷漠使得社会评论员们感到悲哀，他们哀

叹人们的“疏远”“无情”“漠不关心”以及“无意识的残酷冲

动”。人们往往把紧急事件中的不干预行为归因于旁观者的个人特

点，并且通常认为自己是有同情心的人，在类似情境中会提供帮助。

那么，那些旁观者就如此没有人性吗？

社会心理学家比伯·拉塔奈和约翰·达利（Latan & Darley，

1970）并不这样认为。他们利用设计巧妙的危急情境进行研究，发现

了一个情境因素——其他旁观者的在场——会大大降低人们对事件的

干预。直到1980年，研究者做了48个实验，比较了个体认为自己作为

旁观者独自在场，和认为除了自己外还有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所给

予帮助的可能性。考虑到旁观者之间的自由沟通，当只有一位旁观者

时，受害者更可能得到帮助（Latan & Nida， 1981；Stalder，

2008）。在互联网的沟通中也同样，当人们相信自己是唯一（没有其



他人被提出同样的要求）被请求给予帮助（例如，有人询问如何到达

某个大学的图书馆）的人时，更容易做出帮助行为（Blair &

others， 2005）。

有时候，在有更多人在场的情况下，那些受害者却更少有机会得

到帮助。拉塔奈、达布斯（Latan & Dabbs， 1975）和145名合作者共

测试了1 497次，他们在乘坐电梯时装作不经意地掉落了一枚硬币。发

现当旁边只有一名乘坐者时，他们得到帮助的可能性有40%。当旁边有

6名乘坐者时，他们得到帮助的可能性不超过20%。

图30-1

拉塔奈和达利的决策树。决策树上只有一条路径能导致帮助行为。在每一个分岔

处，在场的他人都会使人走向不帮助的分支。

资料来源：Adapted from Darley & Latan, 1968.

为什么会这样？拉塔奈和达利猜测，当旁观者的数目增加时，任

何一个旁观者都会更少地注意到事件的发生，更少地把它解释为一个



重大问题或紧急情况，更少地认为自己有采取行动的责任（图30-

1）。

注意

在拥挤的街道上，有一个叫埃莉诺·布拉德利的女子不小心被绊

倒并摔伤了腿。假设20分钟后，你正好经过这里，你的眼睛看着前面

行人的背部（一般来说，盯着周围的来往行人看被认为是不礼貌

的），你的脑子里还想着白天发生的一些事情。这时你会注意到路旁

有一个受伤的女子吗？如果此时街上十分冷清，你是否会更容易注意

到受伤的女子？

为了得到答案，拉塔奈和达利（Latan & Darley， 1968）招募了

一些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来做实验，让他们在一个房间里填写问卷，

有些被试单独填写，有些被试则和两个陌生人一起填写。就在他们正

埋头填写问卷时（研究者通过单向玻璃可以观察他们），一个紧急情

况出现了：浓烟从墙上的通风孔吹了进来。那些独自填写问卷的学生

——他们通常会时不时地瞄几眼周围的环境——几乎立刻就发现了浓

烟，通常在5秒钟之内。而那些与他人一起填写问卷的学生，则专注于

他们的问卷，多数到了20秒钟以后才发现浓烟。

解释

一旦我们注意到了模棱两可的事件，我们就会去解释它。如果你

呆在满是浓烟的房间里，即使担忧，你也不愿意表现得很紧张从而使

自己丢脸。你通常会看看其他人的反应，如果他们看起来很平静、漠

不关心，你就会认为一切都正常，你也许会耸耸肩然后又继续工作。

另一个人也发现了浓烟，而他看到你表现得无所谓，就同样不作声

了。这也是信息影响的另一个例子。



因此有了拉塔奈和达利的实验结果。那些单独工作的人发现了烟

雾，通常犹豫一下，然后走上前，到通风孔旁边感觉一下、闻一下、

挥手驱散烟雾，再犹豫一会儿，然后去报告。与此形成明显对比的

是，那些三人一组的人没有任何行动。在8个组的24人中，只有一人在

头4分钟内报告看见了烟雾（图30-2）。在持续了6分钟的实验结束

时，烟雾浓烈到使人们揉眼睛并且咳嗽。尽管如此，8个组中只有3个

组中各有一人去报告。

图30-2

“房间充烟”实验。与三人一组共同工作的人相比，单独工作的人更多地报告有烟

雾进入了实验室。资料来源：Data from Darley & Latan, 1968.

同样有趣的是，群体的被动性还影响了其成员对事件的解释。是

什么导致了烟雾呢？“空调设备泄漏。”“楼内有化学实验室。”



“蒸汽管的问题。”但是没人说“着火了。”不采取任何行动的组内

成员，对情境的解释显然受到了彼此的影响。

实验中的困境与平常我们所面对的困境相似。窗外的尖叫是否只

是开玩笑，还是真的有人因遇袭而呼救？是一群小孩在嬉戏厮打还是

真的恶意斗殴？睡在街上的人，是因其吸毒过量还是真的有严重疾

病，如因糖尿病而昏迷？所有经历过悉尼·布鲁克林（AP， 1993）事

件的人肯定都思考过这个问题。布鲁克林被殴打至脑震荡，躺在明尼

阿波利斯商店门口附近足足两天，然后死去。也许那些目睹布兰登·

韦达斯（家住凤凰城的一名21岁的美国男青年，一向标榜自己特立独

行。2003年2月10日在聊天室与网友聊天时，吞食大量处方药而死亡。

他的网友通过摄像镜头目睹了他死亡的整个过程，但却没有人干预，

其间还有不少人不断地鼓励他继续吞食药物，挑战自己——译者注）

由于用药过量而在线死亡的人们，也会经历同样的困境。当布兰登的

生命逐渐衰弱的时候，他的观众们感到奇怪，他是否在做戏？由于错

误理解了相关线索，他们没有及时与警察联络（Nichols，2003）。

确定责任

未能引起注意和错误的解释，并不是旁观者效应（bystander

effect）的全部成因。有时候紧急事件非常明显，根据最初的调查报

告，那些看见和听到吉诺维斯求救的人虽然能正确解释正在发生的事

件，但邻居的灯光和窗边的侧影又告诉他们，其他人也注意到了这件

事，这就分散了他们做出反应的责任。

很少会有人亲眼目睹谋杀案，但所有的人都会有当他人在场时，

自己援助他人的反应会延迟的经历。与在乡村路上相比，在高速公路

上，我们更少为汽车抛描者提供帮助。为了解释在明显紧急的情况下

旁观者不作为的现象，达利和拉塔奈（Darley & Latan， 1968）模拟

了吉诺维斯案。他们让纽约大学的学生用实验室中的联络设备，在隔



开的房间里讨论大学生活中的问题。研究者告诉被试，没人看到他

们，他们的身份是保密的，连实验人员也不会偷听他们的谈话。在讨

论正在进行的时候，研究者播放了一个人突然癫痫发作的声音，他说

话越来越困难，病情越来越重，他在恳求帮助。

那些相信除自己外再没有其他人知情的被试，有85%离开了他们的

房间出手相助。那些认为除自己以外还有另外4人听到了呼救声的人，

只有31%给予了帮助。那些不做出任何反应的人是否就无动于衷或冷漠

无情呢？当研究者走过来说结束实验时，她发现并不是这样。因为很

多人立刻表示出关心，很多人都感到手在颤抖或掌心出汗。他们相信

有紧急情况出现了，但不能决定是否该行动。

在做了“房间充烟”、“遭难女士”、“癫痫发作”这些实验

后，拉塔奈和达利询问参与者，在场的他人是否会影响他们？虽然我

们已经看到了他人在场所产生的奇妙影响，但参与者却几乎总是否认

这样的影响。他们只是回答说：“我知道有其他人在场，但我的所做

所为与他们不在时是一样的。”这些答案强化了一个我们熟悉的观

点：我们通常并不知道自己所作所为的原因。这就是实验的揭示作用

所在。在真正的紧急事件发生之后，对袖手旁观者的事后调查会掩蔽

旁观者效应。

这些实验又一次引出了研究伦理的问题。应该强迫不知情的人听

某人崩溃的声音吗？在癫痫发作的实验中，研究者迫使参与者决定是

否要中断讨论而去报告出现的状况，这样做符合伦理吗？你会反对参

加这样的实验吗？请注意，你参加这样的实验时是不可能拥有“知情

同意权”的，因为这样会破坏实验的保密性。

研究者总是很认真地听取实验参与者的报告。在完成癫痫发作实

验——这项实验让参与者承受的压力也许是最大的——之后，研究者

对参与者做了问卷调查，所有参与者都认为实验中的欺骗是可以接受



的，他们愿意以后再参加类似的实验。没有人报告对研究者有愤怒的

情感。其他研究者也证实，这些实验的绝大多数参与者都认为他们参

与的实验是有益的且符合伦理（Schwartz & Gottlieb， 1981）。在

现场实验中，如果没有旁人提供帮助，研究助手就会提供帮助，用这

样的方式使旁观者确认那个问题已被解决。

必须牢记社会心理学家担负着双重的伦理责任：其一是保护参与

者；其二是通过发现影响人类行为的因素来改善人类生活。前面说的

那些发现可以提醒我们留意一些不必要因素的影响，并且知道如何发

挥积极作用。伦理原则应该是这样的：在保护参与者利益的前提下，

社会心理学家通过使我们更了解自己的行为，以实现其对社会的责

任。

了解了抑制利他主义的因素就会降低这些因素的影响吗？有时，

这种“启迪”并不是我们的问题，而是我们的目标之一。

阿瑟·比曼及其同事（Beaman & others，1978）对蒙大拿大学学

生的实验表明，人们一旦了解了为什么旁观者在场会抑制帮助，他们

在群体情境下帮助的可能性就会增加。研究者在演讲中，告诉一部分

学生，旁观者的冷漠如何影响个体对突发事件的解释以及责任感。另

一部分学生则听一场其他的演讲或者没听任何演讲。两周之后，作为

在另一地点的另一项实验的一部分，参与者（与一个冷漠的合作研究

者）在路上遇见一个人摔倒或者趴在自行车底下。结果发现，那些没

有听有关帮助内容演讲的人只有四分之一的人会停下来实施帮助行

为，而接受了“启迪”的参与者中实施帮助的人数则两倍于此。

读了这一模块的内容之后，你可能已经改变了。当你了解了什么

因素会影响人们的反应之后，你的态度和行为还会与以前一样吗？恰

巧，就在我写下最后一段之前，一位以前住在华盛顿特区的学生来

访，她提及了她刚刚经历的一件事情。一名男子不省人事地躺在人行



道上，旁观者纷纷走过。“这让我想到了社会心理学课程，还有群体

中人们为什么无动于衷的原因。我想，‘如果我也袖手旁观了，那么

谁来帮他呢？’”于是，她拨打了急救电话，并一直陪伴在那个人的

身边，于是其他旁观者也加入进来，直到救护车到来。

因此，学习了正面和负面的社会影响后将会如何影响你呢？你学

到的知识会不会影响你的行为呢？希望如此。

模块31 社会心理学与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我们可以让国家和人民朝着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吗？这一发展对

于社会的完善在规模上相当于另外两场变革：过去两个世纪的农业革

命和工业革命。那些革命是缓慢的、自发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无

意识的。而这次发展将会是一场完全的有意识的操控……如果我们做

到了，那么这一事业将是人类独一无二的创举。”

——威廉·鲁克尔斯豪斯（William D.Ruckelshaus） 　　　　

美国前环保署主任在《走向可持续发展的世界》中的讲话，1989年

尽管近来经济不景气，大多数西方国家人民的生活还是美好的。

现在，大多数的北美人都在享受着几个世纪前贵族们也无法想象的奢

华生活：热水澡、抽水马桶、中央空调、微波炉、乘飞机旅行、冬季

的新鲜水果、大屏幕数字电视、电子邮件以及报事贴便签纸等等。但

是在地平线上，在舒适与便利的晴朗天空之外，环境威胁的乌云正在

聚集。在由联合国、英国皇家协会和美国国家科学院共同举办的会议

上，全世界的科学领袖们注意到，日益加剧的污染以及欲壑难平的消

费已经超出了地球生态的负荷能力（图31-1）。



图31-1

生态超载。人类对于诸如土地、木材、海洋和能源的需求已经越来越超出地球的可

再生能力。资料来源：www.footprintnetwork.org, 2006.

1950 年，地球负荷了25 亿人口和5千万辆汽车（N.Myers,

2000）。如今，据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报道，有近70亿人口和6亿辆汽

车。机动车排放的温室气体，以及为发电和送暖燃烧煤和石油产生的

温室气体，都在改变着地球的环境。2007年，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

门委员会的报道，近40个国家的专家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这比以往

任何一份声明都更加确信人类的这些行为会加剧全球变暖（Kerr，

2007a）。

在后续的阐述中，很多科学家依然认为这份警告声明还是过于谨

慎了。他们认为，考虑到完成一项新能源技术需要几十年，以及从行

动到效果之间的时间延迟，我们需要马上采取行动（Kerr，



2007b）。世界冰川的加速融化使得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的气候

学家詹姆斯·汉森担心，到本世纪末，海平面将会升高到几米，这将

是一种灾难性的变化（Kerr， 2007d）。2008年，美国地球物理联合

会（世界上最大的地球和太空科学家联合会）再次发出警告，“地球

气候明显失衡且逐渐变暖，”从大气/陆地和海洋温度的升高都可以明

显看出这一迹象——历史上最热的五个年份出现在1998年之后

（Revkin， 2008）——从冰川、海冰的不断融化以及雨量分布和季节

长短的变化，也可以看出这一迹象。

《科学》杂志主编唐纳德·肯尼迪（Kennedy， 2006）说：“上

个世纪温度上升的后果越来越明显地表现为如今极端天气发生的频率

日益增多。”随着气候的变化，飓风和热浪、干旱和洪涝变得更加普

遍，与极端天气相关的保险支出也日益增加（Rohter，2004）。降水

更多的是以雨水的形式而不是降雪的形式降落地面。雨季可能造成更

多洪涝灾害，而旱季则没有足够多的积雪和冰川可以融化，河流干

涸。

这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恐怖袭击和气候变暖都是大规模杀伤性

武器。“如果我们了解到基地组织正秘密研制一种恐怖技术，可能会

破坏全球各地的水供应，迫使数千万人背井离乡，并可能危及我们整

个地球，我们会陷入疯狂，并尽一切可能来消除威胁，”评论家克里

斯托夫(Kristof， 2007)说，“而现在，我们正用温室气体来制造我

们自己的威胁。”

全球变暖也导致了环境的破坏。树木和灌木正在向北美的苔原地

带入侵，缩小了苔原的生存空间。同样地，植物和动物也正向极地地

区和高海拨地区迁移，介入了极地和阿尔皮斯的生态系统。尤其在撒

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半干旱农业和一片片牧场正逐渐变为沙漠。杰



佛瑞·萨克斯（Sachs， 2006)指出：这种生态变化会引发矛盾和战

争。在达尔富尔和苏丹，雨量的减少和环境问题都曾引发过大屠杀。

随着地球人口数量的激增，人们对于那些人类生活必需品（食

物、衣物、住所）的需求也日益增加。世界上大部分的原始森林都已

被人类砍伐殆尽，剩下的部分在热带地区，但也正为农业、畜牧业、

伐木和住房所侵占。砍伐森林已经带来了一系列恶果：水土流失、对

温室气体的吸收量降低、出现洪涝灾害、土壤受腐蚀、降雨量和气温

变化无常，以及大量动物物种灭绝。人类对鱼类的需求量越来越大，

再加上生态系统的破坏，也导致了大量主要鱼种年捕捞量的持续减

少。野生大马哈鱼、大西洋鳕鱼、黑线鳕、鲱以及其他鱼种都濒临灭

绝。

随着人口和消费的不断增加（尽管出生率有所降低），不断加剧

的污染、全球变暖和环境破坏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简单而严峻的

事实就是：地球不可能无限制地支撑发达国家目前的消费速度，也不

可能支撑像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为追求较高生活水平而日益增长

的消费速度。为了人类的生存与繁荣，一些事情必须改变。

为什么全球变暖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关注呢？与加拿大人和欧洲人

相比，为什么美国人不太关心全球变暖问题（Ipsos， 2007；Pew，

2006）？为什么只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非常担心”海平面上升以及

洪水与干旱会越来越普遍（Saad，2007）？难道真的像盖洛普公司的

调查员萨德（Saad， 2003）认为的那样，“对于一个寒冷的冬日，全

球变暖听起来挺不错”？或许，换种说法，“全球变热”可能会得到

更多人的关注？从前面几章来看，不同的说法的确很重要，语言塑造

思维。我们描述某人对他人的反应是“顺从的”还是“敏感的”，这

会影响到我们的知觉和态度。



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

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吃吃喝喝，然后愉快地等待世界末日的来

临？还是像许多参加囚徒困境游戏的人一样，每个人都追求个人利益

最大化，结果伤害整个集体的利益？（“在全球范围内，我的消耗量

是无穷小的；这样的消费给我带来了快乐，但对于世界来说只是微不

足道的一点点。”）或者举起我们的手，发誓永远不会将我们的后代

带入到一个充满伤痛的世界？生育与富裕相结合只能导致悲剧吗？

那些对未来比较乐观的人提出了两种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

（a）提高科技效率和农业生产率；（b）控制消费量和减少人口数

量。

新技术

促进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途径之一是发展生态科技。我们今天使用

的冰箱比十年前出售的冰箱的耗能减少了约一半（Heap & Comim,

2005）。现在我们已经用节能灯替代了许多白炽灯，用电子邮件和电

子商务替代了需要打印和寄送的信件和目录，用远程办公替代了需驱

车数公里进行的交易。

关于汽车方面也有很多好消息。首先，现在中年人所开的汽车与

他们年轻时所开的车相比，行驶路程增加了一倍，而产生的污染量仅

为以前的1/20。以后，还会出现更多混合动力汽车，使用动力电池来

替代汽油。

未来可能出现的科技包括：不需要灯泡就能发光20年的二极管；

超声波洗涤器，它不需要水、热量和肥皂；可循环使用的塑料，同时

还可以当肥料；汽车使用由氢和氧制成的燃料，而它们燃烧时只会排

出水汽；一种极轻的材料，但其硬度却可以和钢铁相媲美；屋顶和路



面可以当成太阳能吸收器来使用；当屋子里太凉或太热时，可以用升

温或降温的椅子来增加人们生活的舒适度（N. Myers，2000；Zhang &

others， 2007）。

如果科技以现在的速度发展（谁能在上一个世纪前想象出今天世

界的面貌呢？），那么未来一定能提供我们现在所无法想像的解决方

案。所以，乐观地讲，未来一定会给人们提供更多的物质享受，同时

却只需要很少的原材料，带来很小的污染。

减少消费

第二条通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需要通过减少消费来实现。尽管美

国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5%，但是它却消耗了世界上26%的能源

（USGS, 2006）。除非我们假定发展中国家的人不应该享有较高的生

活水平，但实际上他们的消费一定会不断增加。当他们的消费增加

时，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消费就必须减少。如果世界经济的发展可

以使其他国家都达到与美国相同的汽车保有量，那么汽车的数量会增

加10倍之多——超过60亿辆（N. Myers， 2000）。

由于家庭计划的实施，今天世界人口的增长速度已经大大减缓，

特别是发达国家。即使在欠发达国家，在生活有保障、妇女可以接受

教育并拥有较多权利的地方，人口出生率已经逐步下降了。但是，即

使世界各地的出生率立即降到生育复位水平，即每个女性平均有2.1个

孩子，但考虑到人口结构中的青年人的比例，所以人口增长势头还会

持续几年。

由于我们已经超越了地球的承受能力，现在要求每个人必须节制

消费。随着我们对物质生活质量的需求越来越高，比如更多的人想拥

有个人电脑、空调和飞机旅行，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节制消费呢？



一种方法是通过公共政策来限制强烈的购买欲望。一般来说，如

果做某件事情需要纳税，我们就会少做一些；而做某件事情会有奖

励，我们就会多做一些。许多城市用纳税人的钱设立自行车通道，资

助公共交通工具，从而鼓励人们使用汽车的替代物。如果高速公路堵

车，空气遭到污染，我们可以用快速车道来鼓励合伙搭伴驾车，同时

惩罚单独开车的人。在美国，购买混合动力汽车的消费者可以享受税

费优惠，并且有些州允许独自驾驶的混合动力汽车可以占用公共汽车

道。格雷格·伊斯特布鲁克（ Easterbrook, 2004）注意到，如果在

十年前美国对汽油的征税提高50美分，那么现在的美国就会有更多小

型的节能汽车（正如欧洲那样对汽油征收重税），因而会进口更少的

汽油。反过来，这又可以导致低油耗、减缓全球变暖的进程、较低的

油价和较小的贸易赤字。

另外一种鼓励建立绿色家庭和商业的方式是安装“智能电表”，

它可以持续读出耗电量和花费，从而让消费者获得及时的反馈。在无

人的屋子里，关掉电脑显示器或灯，智能电表就会显示节约的瓦数。

打开空调，马上清楚用电量和花费。在英国，智能电表已经在商业领

域使用，保守党领导人大卫·卡梅伦倡导了一项提案，即在所有家庭

都安装智能电表。他对国会说，“智能电表能改变人们与他们所使用

能源之间的关系。”（Rosenthal, 2008)

想获得大家支持这种政策，就需要转变公众意识。这种转变类似

于在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和20世纪70年代的妇女运动中公众意识

发生的转变。阿尔·戈尔（前美国副总统）和气候保护联盟主张：我

们所需要的是对大众的说服。耶鲁大学环境科学院院长史贝斯

（Speth，2008）号召公众应该具备一种“新意识”：

● 视人类为自然的一部分；

● 视大自然为我们必须管理的且具有内在价值的；



● 就像重视现在的生活和居民一样来重视未来的生活和居民；

● 通过思考“我们”而不止是“我”，来领会人们之间的相互依

存；

● 不仅重视物质生活，更要重视精神生活和关系质量；

● 重视公平、正义和人类共同体。

当地球的大气层越来越热，石油和其他化学燃料日渐稀少的时

候，这种转变最终是不可避免的。有没有这种可能：人类首要考虑的

事情从积累财富转向寻求意义，从过度消费转向培养联系？英国政府

为达到可持续发展而制定的计划，强调了要提升个人的幸福感和社会

的健康。社会心理学家或许能帮助我们指出一些通往更多幸福的道

路：反思物质主义，告知人们经济的增长并不会自动提升人们的精神

面貌，帮助人们理解为什么物质主义和金钱并不能使人们感到满足。

物质主义和财富

金钱可以买来幸福吗？几乎没有人会认同这一点。但是，如果是

另一个问题：“再多一点钱会让你更幸福一点吗？”，此时大部分人

都会认同。这就是，我们认为在财富和幸福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联

系。这种信念符合肖尔（Juliet Schor, 1998）所谓的“工作和消费

的循环”理念——工作的越多可购买的就越多。

日渐盛行的物质主义

尽管地球要求我们在它上面生活得更“轻”一点，但物质主义似

乎势头强劲，这在美国体现得最为明显。最富有戏剧性的证据来自于

美国加州大学洛山矶分校，即美国教育委员会对将近25万刚入学的大

学生所做的年度调查。认为读大学的最重要原因是“挣更多的钱”的



人，从1970年的39%上升到2009年的78%（如图31-2所示）。实际上，

伴随着这一比例变化的却是，认为“形成一种有意义的生活理念”是

非常重要的人数却在急剧减少。也就是说，物质主义在膨胀，精神信

仰却在衰退。

人们的价值观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列出的19个目标中，现在

新入学的美国大学生将“经济上非常富裕”列为第一位。这不仅高于

“形成一套有意义的生活的哲学”，还位居“成为本领域权威”“帮

助困境中的他人”和“供养家庭”等目标之上。

财富与幸福感

地球无法承受的巨大消费量真的能给人类带来“美好的生活”

吗？财富是否会产生（至少是与之相关）心理上的幸福感呢？如果人

们可以用一种简朴的生活方式取代另外一种奢华的生活——生活在富

丽堂皇的环境之中，去阿尔卑斯山滑雪度假，总裁级别的旅行——那

么人们是否会更快乐呢？假如有人中了头奖，并且可以选择任何一种

放纵的生活：一艘40英尺的游艇、考究的家庭电器、由设计师专门设

计的全套服装、豪华汽车以及私人管家，那么他们是否会更快乐呢？

社会心理学的一些理论和证据为此提供了答案。



图31-2

物质主义的变化历程，结果来自于对超过20万的新入学的美国大学生的年度调查

（全部样本量有130万名学生）。资料来源：Data from Dey, Astin, & Korn,

1991, and subsequent annual reports.

我们可以通过提出一些问题来观察财富与幸福之间的关系。第

一，富裕国家的人们更快乐吗？国家的富裕与人们的幸福之间确实存

在一些关联（根据自我报告的幸福感与生活满意度而测得）。斯堪的

纳维亚人通常都是富裕和满足的，而保加利亚人既不富裕也不幸福

（见图31-3）。但是一旦人均收入达到10 000美元左右，相当于爱尔

兰在近期经济增长之前的经济水平，更高水平的国家财富就不能预测

较高水平的幸福感了。爱尔兰人比保加利亚人富裕和幸福。但是，普



通的爱尔兰人和普通的挪威人（购买力比爱尔兰人的两倍还多）的幸

福感却相当（Inglehart, 1990, 1997, 2009）。

图31-3

国家和地区的财富和幸福感，来自1995年世界银行的数据和2000年世界价值观的调

查。主观幸福感指标是快乐和生活满意度的结合物（将他们自己描述为（a）“非常

快乐”或者“快乐”的百分比的平均值减去 “不快乐”的百分比，（b）在生活满

意度的10点量表上，7或者以上，减去4或者以下）。资料来源：Ronald

Inglehart, 2006.



第二，是否在任一国家中，富有的人都更快乐？在贫穷的国家中

——低收入不足以维持基本的生活需要——相对富有确实可以预测更

强的幸福感（Howell & Howell, 2008）。在富裕的国家里，大部分人

都可以负担得起日常生活需要，富裕仍然有重要性——部分地是因为

更有钱的人可以更多地掌控自己的生活（Johnson& Krueger,

2006）。但是与贫穷的国家相比，富裕国家的人们的收入也很重要。

一旦人们的收入水平达到了一个可以生活的比较舒服的程度，那么钱

越多它产生的长期的回报将越少。世界观的研究者罗纳德·英格尔哈

特（Inglehart, 1990， p.242）发现，收入和个人的幸福之间的相关

“弱得让人吃惊”。

即使是超级富有者——例如《福布斯》杂志上最富有的100位美国

人——其幸福感仅仅比平均水平高一点（Diener & others，

1985）。甚至赢得彩票似乎也不能使人产生持久的幸福感（Brickman

& others, 1978）。就像理查德·瑞恩（Ryan, 1999）解释的那样，

这种满足感有一个“非常短暂的生命期”。

第三，随着时间的流逝，幸福是否随富裕而增强呢？集体的幸福

感是否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得到提升呢？

1957年，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在这一年将美国描述为富裕的社

会。那时美国人的人均收入（2000美元）换算为今天的金额大约为9

000美元。与1957年相比，今天（如图31-4所示）的美国应该算是“两

倍富裕的社会”，即金钱所能购买的东西是以前的2倍。当然，这种上

涨的潮水对游艇和小舟的推动效果是不同的，游艇提升的更高——不

过所有的船都有一定程度的上升。对于这种双倍的消费能力，部分是

由于美国大量已婚女性就业，我们的购买力成倍地增加了。今天的美

国人均汽车保有量是以前的两倍，去饭店的频率是以前的两倍，并且

正享受着由科技支撑的新世界。自1960年以来，拥有洗碗机的家庭所



占的比例从7%上升到60%，拥有干洗机的家庭比例从20%上升到74%，拥

有空调的家庭比例从15%上升到86%（Bureau of the Census，

2009）。

那么，认为富裕是最重要的，且已经富裕起来的美国人，现在真

的更快乐吗？在拥有了意大利特浓咖啡、来电显示、相机、手机以及

带轮子的行李箱之后，他们是否比以前更快乐了呢？

他们没有。从1957年开始，那些报告自己是“非常快乐”的人们

的比例有轻微的下降：从35%下降到了32%。富有程度是以前的两倍，

但人们并没有感到更加快乐。同时，离婚率和青少年的自杀率都是以

前的两倍多，抑郁率剧增（特别是在青少年和青年人群中）。

我们可以把这种财富剧增但精神萎缩的现象称为“美国式悖

论”。与以前相比，我们拥有更多的大房子和更多破碎的家庭，更高

的收入和更低的精神面貌，更多舒服的汽车和更多的交通暴躁情绪。

我们很努力地生存，但生活的并不好。我们庆祝我们的繁荣，但是却

渴望有个目标。我们珍视我们的自由，但是又渴望和他人建立联系。

在这个物质泛滥的时代，我们感到精神匮乏（Myers， 2000a）。



图31-4

经济的增长是否提高了人们的精神面貌？虽然对通货膨胀进行调整后，收入确实有

所增加，但是个体自我报告的幸福感却没有增强。资料来源：Happiness data

from General Social Surveys, 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

University of Chicago. Income data from Bureau of the Census (1975)

and Economic Indicators.

这样就难免得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在过去的50年中我们快

速增加的财富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哪怕极小的主观幸福感的增强。理查

德·埃斯特林（Easterlin, 1995）报告，欧洲一些国家和日本也是如



此。例如，在英国，拥有汽车、中央供暖系统和电话的家庭百分比急

剧增长，但这并未伴随着幸福感的增强。盖洛普调查显示，在中国十

年的经济飞速发展之后,从极少数家庭拥有电话和40%的家庭拥有彩色

电视机发展到今天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拥有这些东西，但对于生活中的

事情感到满意的人们的比率却正在下降（Burkholder, 2005）。结论

之所以令人吃惊是因为它对现在的物质主义提出了挑战：经济的增长

并没有明显提高人们的精神面貌。

物质主义不能让我们满意

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居然不能让人们满意！更令人惊讶的是，越

是为财富努力奋斗的人其幸福感可能越低，这是理查德·瑞安

（Ryan， 1999) 在“我所关注的每一种文化都确凿地得出的结论”。

对于追求外在目标如财富、美貌、声誉的那些人，他们更容易焦虑、

抑郁和患心理疾病（Eckersley, 2005; Sheldon & others, 2004）。

卡塞（Kasser, 2000， 2002）总结说，那些转而追求亲密感、个人成

长、和为社会事业而奋斗的人则会体验到更高质量的生活。

暂停一下并思考：在上个月中，哪一件事情是你所体验到的最满

意的？列侬·谢尔登（Sheldon， 2001）及其同事向大学生群体提出

了这一问题（还有类似的关于上周和上学期的问题）。接下来，他们

要求这些学生评价令人满意的事件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10种不同的需

求。学生们认为自尊、亲近感（感觉和他人联系在一起）和自主（掌

控的感觉）是伴随满意的事件而体验到的最强烈的几种情感需求。排

在所有可以预测满意度的因素项目中最底层的是金钱和奢侈品。

索尔伯格、迪纳和罗宾逊（Solberg, Diener & Robinson，

2003）报告，那些认为自己拥有极大财富的人往往体验到更少的积极

情绪。这类物质主义者常常报告在他们所渴望和所拥有的之间存在较

大的差距，同时，享受到的亲密而满意的人际关系更少。对一个健康



国家的挑战在于，我们要在提高生活水平的同时遏制物质主义和消费

主义的风潮，因为它们会与人类归属的深层需要发生错位。

昨天的奢侈品，比如空调和电视，是如何迅速地变成今天的必需

品的？两条原则驱动了这种消费心理。

人类的适应能力

适应水平现象（adaptation-level phenomenon）是指我们通过由

先前经验定义的中性水平来判断我们现在的经验（比如声音、温度和

收入）。我们在以往经验的基础上，不断调整自己的中性水平——在

那个点上，声音不大不小，温度不冷不热，事情不悲不喜。我们会注

意到偏离这一水平的变化并作出反应。

因此，当我们的成就超越过去的水平时，我们会感到成功和满

足。当我们的社会声望、收入或者家庭技术有所改善时，我们感到高

兴。但是，不久之后，我们就适应了这一水平。过去感觉很好的现在

变得一般，过去感觉一般的现在变得很差。

这样会产生一个社会天堂吗？唐纳德·坎贝尔（Campbell，

1975b）回答说：“不会的。”如果明天早晨醒来你发现你在自己的理

想国——可能是一个没有钞票、没有疾病的世界，只有一个人毫无保

留地爱你——你可能在一段时间之内感到非常快乐。但是不久，你就

会重新调整你的适应水平：时而感到满足（成就超过预期的时候），

时而感到郁闷（成就没有达到预期），时而感到很平常。

可以确定的是，人们对某些事情的适应能力是不同的，比如说丧

偶，那种丧失感会持续一段时间（Diener & others, 2006）。达到我

们所渴望的目标——财富、考试得最高分、芝加哥队获得了全美职业

棒球冠军赛——所体验到的狂喜的消散速度比我们想像的要快得多。



我们有时会产生“错误的渴望”。当大一新生在搬进大学宿舍之前，

对种种住宿条件的满意程度进行预测时，他们都将注意力集中于外在

物质条件。“能住在一个漂亮而出入方便的寝室我将感到最开心” 。

很多学生都是这么想的。但是他们错了。当一年之后对其进行重新调

查时，伊丽莎白·邓恩及其同事（Dunn & others， 2003）发现，反

而是社会性因素，如团体归属感等能更好地预测个体的幸福感。

我们的社会比较倾向

我们大部分的生活是以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为中心

的，正如那个有关两个徒步旅行者遭遇狗熊的笑话所说的那样。一个

徒步旅行者从他的背包中拿出一双运动鞋，另一个问：“为什么要穿

上运动鞋？你不可能比一只熊跑得还快！” “我不需要比那只熊跑得

快，”第一个人回答说，“我只要跑得比你快就够了。”

快乐同样也是如此，它取决于我们与他人的比较，特别是与同属

于一群体的人进行比较（Lyubomirsky， 2001；Zagefka & Brown，

2005）。我们感觉到好或者不好依赖于我们和谁相比较。只有当别人

思维敏捷、灵活时，我们才是思维迟钝的或者笨拙的人。当一个职业

选手以年薪1 500万美元签约时，那么年薪800万美元的队友可能会感

觉不爽。“我们的贫穷逐渐变成现实了。不是因为我们拥有的少了，

而是我们的邻居拥有的更多。”坎贝尔在《兄弟蜻蜓》中回忆道。

日渐盛行的奢靡之风可以归因于人们具有向上比较的倾向：我们

在攀登成功和财富的阶梯时，通常将自己与和我们水平相当或者之上

的同辈相比较，而不与比我们差的人相比。当人们与同一个社区中少

数几个非常富有的邻居比较时，这种向上比较的趋势会让他们产生不

平衡感。



哈格蒂（Hagerty，2000）观察发现，美国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即使在中国，收入不均现象也越来越严重。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富裕程

度的提高不能带来更多的幸福感。收入增长的不均衡，使更多的人拥

有了富裕的邻居。电视节目中塑造的富裕的生活方式也强化了人们

“相对剥夺”的感觉，使人们产生更多的欲望（Schor，1998）。

适应水平和社会比较现象能让我们暂时停下来喘口气。它们意味

着通过物质上的成功来追求幸福的人们需要不断地扩展自己的财富。

然而，好消息是，我们对于更简单的生活方式的适应也可以使我们感

到快乐。如果我们缩减我们的消费（有选择的或者是必须的），最初

我们会感到些许痛苦，但是这种痛苦会很快消失。一位诗人写道，

“眼泪可能会在夜晚停留，但是快乐会伴随黎明一起到来，”实际

上，由于我们具有适应能力和调整社会比较的能力，生活中的重大事

件（如失去工作或遇到意外而残疾）对我们情绪的影响比我们想象中

消散的要快得多（Gilbert & others， 1998）。

面向可持续发展与生存

不管是作为个人还是社会整体，我们都面临着许多棘手的社会和

政治问题。一个民主的社会如何才能引导人们采纳幸福比物质更重要

的价值观呢？市场经济如何能够兼容两种不同的动机，既要促进繁荣

又要有所控制，以便维持一个适宜人类居住的地球？我们在多大程度

上可以依赖诸如替代性的能源等技术创新，来降低我们对生态环境的

破坏？同时，我们追求为子孙后代维护一个适宜生存的地球的崇高目

标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激发我们限制自己的放纵行为——我们随心所欲

地开车、焚烧和倾倒垃圾的自由？

如果公众、政府和企业采取以下措施，那么人们的价值观就有动

力向后物质主义转移：



● 直面人口和消费的增长对污染、气候变化和环境破坏的影响。

● 认识到物质主义的价值观使我们的生活更不快乐。

● 分辨出生命中比经济增长更重要的东西，并努力去完善它们。

捷克的诗人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Havel， 1990）说：“如果

世界将要朝向更好的方向转变，那么人类的意识必须有所改变。”我

们必须发现“对世界具有更深层次的责任感意味着我们要对一些比自

己更重要的事情负责。”如果人们开始相信，一大堆没有听过的CD、

满满一衣柜很少穿的衣服、摆放在车库里的豪华汽车，所有这些都不

能赋予我们美好生活的时候，意识的转变有可能发生吗？奢侈消费是

否不再代表社会地位，而是被认为一种愚蠢的表现？

心理学对于可持续发展的贡献，部分是通过对适应和社会比较的

认识和理解来实现的。这些认识和理解来自于一些实验，比如降低我

们的比较标准，从而冷却我们对奢靡的狂热追求，并恢复到满足状

态。在两项实验中，马歇尔·德默及其同事（Dermer & others，

1979）将女大学生置于一种想象的剥夺情境中。看完了对1900年密尔

沃基市人们悲惨生活的描绘后，或者是想象并写下有关自己被焚烧、

被毁容的情景之后，那些女生报告对自己目前的生活更为满意。

在另一项实验中，詹尼弗·克罗克和丽萨·盖勒（Crocker &

Gallo，1985）发现，与那些在实验中完成以“我希望我是……”开头

的句子的被试相比，那些完成五句“我很高兴我是……”句子的被试

在之后的测验中，表达出更少的抑郁迹象，对自己的生活更满意。意

识到他人的境遇更糟糕能让我们更看重自己的幸福。一则波斯谚语是

这样说的：“我因没有鞋穿而沮丧，直到我发现还有人没有脚。”向

下的社会比较使我们更容易感到满足。



同想象中较差的自我进行向下的社会比较也是一种提高满意度的

方式。在一项实验中，敏京库及其同事（Koo， 2008）要求被试写出

他们有可能再也无法见到自己爱人的场景。与那些被要求写下可以与

爱人见面的被试相比，那些想象再也不能拥有那种浪漫关系的人拥有

更高的满意感。你能想象在你的生活中很棒的事情再也不会发生吗？

对我来说这很容易，我可以想象我再也没有机会写作并出版这本书

了。只是这样想想就让我更满意现在的生活。

社会心理学还通过它对美好生活的研究来对可持续的未来有所贡

献。如果物质主义不能提高生活质量，那么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

● 亲密、支持性的关系。我们最深层次的需求只有通过亲密的支

持性的关系才能获得满足。那些被亲密的友情和忠贞的婚姻所支持的

个体更可能宣布自己是“非常快乐”的人。

● 团体信仰和其他自愿的组织经常是这些联系的来源，也是充满

意义和希望的生活的来源。这有利于我们解释自从1972年以来全美民

意调查研究中心对46 000个美国人的调查发现：那些很少或从未参加

过宗教礼拜的人当中有27%的人声称自己非常快乐，而那些多次参加礼

拜的人们中有48%声称自己非常快乐。

● 积极的思维习惯。乐观、自尊、知觉到的控制感和外向性也是

幸福体验和幸福生活的标志。

● 全神贯注的流畅感。表现个人技能的工作和休闲经历也是幸福

生活的标志。塞克斯密哈里（Csikszentmihalyi, 1990, 1999）指

出，在绝对的紧张焦虑与兴趣全无的无聊冷漠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区

域，在这里人们可以体验到全神贯注的流畅感，这是一种最佳状态，

即沉浸在一种活动中，我们失去了对自己和时间的意识。当使用电子

寻呼机来抽样调查人们的体验时，人们所报告的最快乐的享受并不是



在无意识安静的时候，而是全身心地投入一种忘我的精神挑战之中。

实际上，一种休闲活动越不昂贵（而卷入程度越深），人们在这项活

动中会感觉自己越快乐。很多人在从事园艺活动时，会比玩汽艇时更

快乐，和朋友谈话会比观看电视更愉悦。低消费的娱乐活动通常被证

实是令人满意的。

这的确是个好消息。那些有助于真正美好生活的东西——亲密牢

固的友谊、充满希望的信仰、积极的思维习惯、全身心投入的活动

——是经久不衰的。而这种观点与不丹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的

核心思想不谋而合。他认为“国民的总体幸福感要比国民生产总值更

重要。”不丹研究中心的泰德曼（Tideman， 2003）这样解释道：

“国民幸福总值，旨在促进真正的发展和可持续性，是通过测量生活

质量获得的，而不仅仅是产品和消费的总和。”现在其他国家也在评

估国民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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